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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其前身为索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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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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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莱茵省科尔马市镇，享有“法国小威尼斯”之美称

[image: ]


尼斯海滩

[image: ]


戛纳夜景


出版说明

《列国志》编撰出版工作自1999年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出版144卷，涵盖世界五大洲16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国际知识参考书。该套丛书自出版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21世纪的《海国图志》”，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全景式“窗口”。

这项凝聚着近千学人、出版人心血与期盼的工程，前后历时十多年，作为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我们为这煌煌144卷《列国志》的出版深感欣慰。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们了解世界各国最新动态的需要也更为迫切。鉴于此，为使《列国志》丛书能够不断补充最新资料，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各界，我们决定启动新版《列国志》编撰出版工作。

与已出版的144卷《列国志》相比，新版《列国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新的调整。国际组织卷次将单独作为一个系列编撰出版，原来合并出版的国家将独立成书，而之前尚未出版的国家都将增补齐全。新版《列国志》的封面设计、版面设计更加新颖，力求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享受。内容上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数据的更新、最新情况的增补以及章节设置的变化等方面，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该套丛书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特色。例如，增加了各国有关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的内容；特设“社会”一章，介绍各国的国民生活情况、社会管理经验以及存在的社会问题，等等；增设“大事纪年”，方便读者在短时间内熟悉各国的发展线索；增设“索引”，便于读者根据人名、地名、关键词查找所需相关信息。

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版《列国志》将以纸质书为基础，全面整合国别国际问题研究资源，构建列国志数据库。这是《列国志》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由此形成的国别国际问题研究与知识服务平台，必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对日益繁杂的国际事务的决策需要，促进国别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拓宽中国民众的国际视野。

新版《列国志》的编撰出版工作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国家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其列为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王伟光院长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鼎力相助，国别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相继加入编辑委员会，提供优质的学术咨询与指导。相信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之下，新版《列国志》必将更上一层楼，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更好地发挥其作为“知识向导”“资政参考”和“文化桥梁”的作用！

新版《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13年9月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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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中国大使序

在本书再版之际，我欣喜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在中国读者中所获得的成功：这证明了中国人民对法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对法国的体制、经济、科技实力和文化都越来越感兴趣。

在我们即将庆祝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之际，我为这项再版计划感到高兴，这项计划来得正是时候，它将有利于两国社会互相理解并加深对话。

事实上，将法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历史悠久，独一无二，这两个全球强国都和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紧紧相连，都致力于维护一个多极的、语言多元化的世界。因此，这种关系不应当只满足于肤浅或粗略的认知，两国人民都能对对方有不断充实和加深的认识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对法国来说，这就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我也向作者在客观事实方面，严谨和透彻的研究工作致敬。

在努力了解对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分析的层面上，对双方的现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诠释。这是十分平常的，也正是通过不同之处，我们可以获取交流和讨论的题材，最终延续我们的关系，并使之更为充实和丰富。

无论如何，重要的仍是首先要相互了解，以便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

因此，我希望所有关注这本涵盖面十分宽泛的著作的读者都能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而法国驻华大使馆各部门自然也愿意接受与读者交流，并在此书以外帮助他们加深对今日法国丰富现状的认识和理解。

法国驻中国大使

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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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览

第一节 国土与人口

一 国土面积

法兰西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France，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简称“法兰西”或“法国”（la France）。国名来源于古代的法兰克王国名——Frank，它在日耳曼语中原意为“自由的”“勇敢的”。今之la France是从拉丁文francia演变而来的。

法国位于欧洲大陆西部，面积为551602平方公里［包括科西嘉岛（Corse）和沿海岛屿，但不包括海外省（Départements d’Outre-Mer，简称DOM）和海外领地（Territoires d’Outre-Mer，简称TOM）］，占欧洲大陆面积的5%，是西欧最大的国家，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位，在世界排名第40位。

二 地理位置

法国最北端在敦刻尔克（Dunkerque）东北角，处于北纬51°5′；最南端在比利牛斯山脉（Pyrénées）东南，处于北纬42°20′，科西嘉岛最南端处于41°20′；最东端在阿尔萨斯（Alsace）东北角，处于东经8°18′；最西端在布列塔尼半岛（Bretagne）最西头，处于西经4°42′。法国领土除了地中海（mer Méditerranée）中的科西嘉岛外，大致呈六边形：三面临海，三面靠陆。东南临地中海，西濒比斯开湾［golfe de Gascogne（Biscaye）］和大西洋（océan Atlantique），西北隔拉芒什海峡（La Manche）和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与英国相望，正北面向北海（mer du Nord）。在陆地上，东北部紧靠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东部与瑞士、意大利和摩纳哥相邻，南部与西班牙和安道尔接壤。法国本土东西南北之间的距离大体上都在1000公里左右，布局比较均匀。例如，从最北部的敦刻尔克到最南部的卡尼古（Canigou）或从最西部的韦桑岛（île d’Ouessant）到东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距离大体上都是950公里。从西北部的布雷斯特（Brest）到东南部的芒通（Menton）是1050公里。从西南部的昂代（Hendaye）到东北部的洛泰堡（Lauterbourg）则是1000公里。总之，法国本土没有一个地方距离海岸的直线距离超过500公里。正因为法国本土的边疆在地图上呈现出优美的和比较对称的六边形，所以法国常常被称为“六角国”或者“六边形”。

法国国境线全长5500公里，其中海岸线长约3300公里，在西欧国家中首屈一指；陆地边界中约1000公里沿山脉走向，并且一般是以山顶线为界，如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Alpes）等；195公里则是以莱茵河（Rhin）的左岸为界。但是，法国北部的边界则不是依据任何自然地理的因素，而是与邻国共同达成协议而划分，切断了从摩泽尔河（Moselle）至伊泽尔河（Yser）之间的很多河流及其流域。法国领土除了法国本土外，还有沿海诸岛屿，其中地中海的科西嘉岛最大，面积为8680平方公里。此外，沿着大西洋海岸线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众多的岛屿，如韦桑岛、贝勒岛（Belle-Île）、努瓦尔穆捷岛（île de Noirmoutier）、约岛（île d’Yeu）、雷岛（île de Ré）和奥莱龙岛（île d’Oléron）等，大大小小岛屿总共有150多个。

法国处于地球北半球的中心，是世界各国、各大洲和各个地区的空中交通枢纽和中转站，是从陆路通往欧洲其他国家、南欧和西北欧的重要桥梁。法国首都巴黎（Paris）与欧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相距仅300公里，与英国伦敦仅有350公里，与德国柏林相距约400公里。法国与东欧国家的距离也不算远。自巴黎到捷克的路程不过是巴黎到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Nice）的距离。巴黎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只有3000公里。正因为如此，法国人常常把自己的国家称为西欧和欧洲联盟的中心。在西欧诸国中，只有法国成为大西洋、北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桥梁，充当西欧和北半球通向北美、非洲和南半球的快捷通道。法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三 地形与气候

（一）地形

法国本土整个地势的特点是东南高西北低。东部和南部为山脉所环绕，其海拔高度都在500米和1000米以上。中南部是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其海拔高度在250米和1000米之间，有些地方达到1000米以上。东北部的海拔高度在250米至500米之间。中部和中西部的海拔高度在100至250米之间。法国本土的沿海地带海拔都在100米以下。

法国本土地形的另一特点是低地、平原和低台地多于山地，法国本土的海拔平均高度为342米充分证明了这一特征。占法国本土4/5的面积是平原和丘陵，其中海拔250米以下的平原地带占总面积的60%，处于海拔100米以下的低地占25%。介于250米至500米的丘陵地带占总面积的20%。500米以上的山地占总面积的17.8%（科西嘉岛除外）。因此，法国是一个以平原为主的国家。

如果以法国本土南部的努瓦尔山口（Noire）开始画线，向东北方向经过埃斯皮努斯山脉（monts de l’Espinouse）、塞文山脉（Cévennes）、里昂内山脉（Lyonnais）、博若莱山脉（Beaujolais）、沙罗莱山脉（Charollais），再向北通过科多尔台地（côte d’Or）、朗格勒高原（plateau de Langres）和福西耶山脉（monts Faucilles），最后到达阿尔萨斯的圆顶山（ballon d’Alsace），形成了S形的南北走向。这条S曲线把法国本土分为两部分：S曲线以西在地质构造上叫海西地区，S曲线以东是比利牛斯—阿尔卑斯地区。正是这个海西地区集中了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的低地、平原和台地，如巴黎盆地（bassin Parisien）、加龙平原（plaine Garonne）、阿基坦盆地（bassin Aquitain）、阿摩里卡丘陵地（massif Armoricain）、安格洛弗拉芒盆地（bassin d’Anglo-flamand）。在阿摩里卡丘陵地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盆地，如雷恩盆地（bassin de Rennes）、南特盆地（bassin de Nantes）、基乌盆地（bassin de Quiou）、沙托兰盆地（bassin de Chateaulin）等。其中，巴黎盆地位于法国北部，东西宽约450公里，南北长约300公里，大部分属于塞纳河（Seine）和卢瓦尔河流域（Loire）。阿摩里卡丘陵位于法国西北部，包括诺曼底（Normandie）和布列塔尼（Bretagne）。加龙平原位于中央高原的西南部，是河流冲积的一个大三角形盆地。S曲线以东也分布着一些平原和谷地，尤其从阿尔萨斯到鲁西永（Roussillon），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平原、盆地和谷口位于山岳之前或者穿插在两个山脉分支之间。索恩—罗讷谷地（Saône-et-Rhône）位于中央高原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谷地宽20～30公里，由北向南蜿蜒直达地中海沿岸，是地中海到法国内地的通道，在历史上是贸易、军事调动和殖民的必经之路。至于低地，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拉芒什海峡和加来海峡的法国沿岸部分，面积辽阔。在地中海的法国沿岸部分也有相当面积的低地。正是这些低地、平原、低台地和谷地，使法国成为对外最敞开的国家，在世界之林中成为既有地理上的优越又有地形上优势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中央高原也处在海西地区，位于法国中南部，海拔平均高度为715米，最高达到1886米。中央高原面积约8.6万平方公里，囊括了法国本土的22个省。法国本土的一些重要的河流都以此作为分水岭，从而形成中央高原的辐射状水系。中央高原在古老年代曾经是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至今还留下了火山喷发所造成的遗迹。

法国本土地形的再一个特点是山脉的分布和构成对法国的农业和交通的发展都没有造成不利的影响。高山都分布在东部或边境上。


阿尔卑斯山脉
 它位于法国东南部，地势最高。阿尔卑斯山脉的海拔平均高度为1121米，其主峰勃朗峰（mont Blanc）耸立在法国与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边境上，海拔高度为4807米，为欧洲的最高峰。其他山峰还有罗什布吕讷峰（pic de Rochebrune），海拔为3325米；大贝拉尔山峰（pic de Grand Berard），海拔为3048米。这些山峰终年为积雪和冰川覆盖。在北部阿尔卑斯山脉，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横谷”，如沙布莱横谷（vallée de Chablais）、阿尔沃河谷（vallée d’Arve）、阿讷西横谷（vallée d’Annecy）、尚贝里横谷（vallée de Chambèry）、大沙特勒斯横谷（vallée de Grande Chartreuse）、格勒诺布尔横谷（vallée de Grenoble）、韦科尔横谷（vallée de Vercors）等。这些横谷使阿尔卑斯山脉对外联系更加方便，也造成了阿尔卑斯山脉北部气候的特殊性。在南部阿尔卑斯山脉，山峦起伏，连绵不断，直达地中海沿岸。


汝拉山脉（monts Jura）
 汝拉山脉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北部，比较低矮，平均海拔为660米。在汝拉山脉及其周围分布着一些高原和台地。


孚日山脉（Vosges）和阿登高原（plateau Ardennes）
 孚日山脉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大区内，平均海拔为500～1000米。阿登高原位于法国东北与比利时接壤的边境，是古老山地的残余，无明显的山脊，平均海拔仅为300米。


比利牛斯山脉
 它横贯法国西南边境，从比斯开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总长为450公里，宽80～140公里，平均海拔为1008米。比利牛斯山脉的山峰大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如卡尼古峰（pic de Canigou）为2784米，南比戈尔峰（pic du Midi de Bigorre）为2872米，阿尼峰（pic d’Anie）为2504米。一些山峰都有现代冰川覆盖。它的东西走向把法国与西班牙分隔开来，因而对这两国的交通有较大的影响。在比利牛斯山脉中，还深藏着一个与法国和西班牙接壤的内陆小国安道尔。

法国本土全境的河流为数众多，大大小小的江河溪流总共长约27.7万公里，水量充沛，地面水资源共有1万亿立方米。这些河流的大部分发源于中央高原，并以此为分水岭流向北方或南方。这些河流主要有：


塞纳河（Seine）
 是法国北部最重要的河流。它发源于法国东部的朗格勒高原，横贯巴黎盆地，在勒阿弗尔港口（Le Havre）注入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塞纳河全长776公里，流域面积为7.86万平方公里，占法国本土面积的1/7，其中有540公里可通航。塞纳河的主要港口有勒阿弗尔、鲁昂（Rouen）和巴黎，其总货运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塞纳河流域是法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上游建有多座水电站，而沿岸地区的石油化工业和炼油业十分发达。塞纳河的主要支流有瓦兹河（Saône Oise）和马恩河（Marne），并通过运河与莱茵河、索恩河（Saõne）和卢瓦尔河连接起来。


卢瓦尔河（Loire）
 是法国最长的河流。它发源于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山脉中的维瓦赖山（Vivarais），穿过中央高原，流经罗阿讷（Rôanne）、讷韦尔（Nevers）、奥尔良（Orléans）、图尔（Tours）、昂热（Angers）、南特（Nantes），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注入大西洋中的比斯开湾，全长1012公里，流域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卢瓦尔河通过运河与塞纳河和索恩河连接起来。


罗讷河（Rhône）
 是法国第二条大河。罗讷河发源于瑞士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在法、瑞边境形成日内瓦湖，流经法国东南部的里昂（Lyon）、瓦朗斯（Valence）、阿维尼翁（Avignon），然后在马赛港（Marseille）附近注入地中海。罗讷河全长812公里，流域面积9.9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罗讷河是赫赫有名的黄金水道。大量的外来商品通过罗讷河从地中海沿岸运往内陆地区。因此，罗讷河流域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而且在这条河的两岸工厂和企业星罗棋布，是法国重要的工业区。罗讷河的主要支流有索恩河等，并通过运河与马赛港以及法国北部和中部的主要水系连接起来。


加龙河（Garonne）
 它发源于西班牙境内的比利牛斯山脉，流经图卢兹（Toulouse）、马尔芒德（Marmande）和波尔多注入大西洋中的比斯开湾。加龙河全长575公里，流域面积4.48万平方公里。河谷地带是法国主要的水果，特别是葡萄产地。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Dordogne）汇合后形成一个三角口，叫吉伦特河口（Gironde），注入比斯开湾。

在法国北方，还有许多河流发源于此，或上游在法国境内，流经邻国入海，如默兹河（Meuse）、摩泽尔河（Moselle）和莱茵河（左岸）等。

法国本土的河流及其支流彼此距离较近，能够用运河连贯起来，所以法国很早就开凿了运河。1604～1643年开凿了第一条运河——布里亚尔运河（canal de Briare），在法国北部把塞纳河和卢瓦尔河连接起来。1666～1681年开凿的南运河（canal du Midi），在法国南部把加龙河和地中海连接起来。1693年开始修建的斯卡尔普（canal de la Scarpe）运河则把斯卡尔普河和德尔河（Deûle）连接起来。

18世纪开始，因为航运的需要，运河的开凿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在这个时期开通的法国运河计有：卢万运河（canal du Loing）、索姆河侧的运河（canal latéral à la Somme）、克罗扎运河（canal du Crozat）、诺福塞运河（canal du Neuffossé）、中央运河（canal du Centre）或称沙罗莱运河（canal Charollais）等。在法国大革命前，已开凿的运河达到了1000公里。

19世纪，为了满足工业革命和工农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法国开凿运河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从1815年至1830年运河的长度增加了一倍，1830～1848年又增加了一倍。在当时修建的运河有圣康坦运河（canal du Saint-Quentin）、贝里运河（canal du Berry）、罗讷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运河、马恩河（Marne）和莱茵河之间的运河、煤矿运河（canal des Houillères）或称萨尔运河（canal de la Sarre）、东部运河（canal de l’Est）、勃艮第运河（canal de la Bourgogne）、桑布尔河（Sambre）和瓦兹河（Oise）之间的运河等。

20世纪开始，法国运河不仅在数量上进一步增加，而且还对老的运河进行整治，加以疏通，加深加宽。目前，运河像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分布在法国本土尤其在法国本土中部和北部的土地上。

（二）气候

法国本土与赤道和北极的距离大体相等，恰好处在它们的中间，因此法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只有南部地区属于亚热带。又由于法国本土三面环海和三面靠陆，因而受海洋性气候、大陆性气候和地中海亚热带性气候的交互影响。总的来说，法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为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在10℃～14℃，最低气温0℃，最高气温22℃。但是，法国各个地区的气候差别比较大。

法国本土西部面向大西洋，属于典型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温和湿润，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如地处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半岛1月平均气温为7℃，8月平均气温为17℃。又如，在该半岛最西边的布雷斯特的海洋性气候十分典型，冬季不像所处同一纬度（约为48°4′）的地区应有的那样严寒（1月平均气温为6.3℃），夏季不像所处同一纬度的地区应有的那样酷热（7月平均气温为16.℃）。常年气温变化不大，只是在冬季向夏季或夏季向冬季转换时有较大的变化。

越向东，越向内陆，则内陆性气候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夏季和冬季的气温相差越大。例如，巴黎正处在西部布列塔尼和东部阿尔萨斯的中间，是海洋性和大陆性交叉混合型气候：10月到来年的4月属于海洋性气候，4～9月是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1.2℃，1月平均气温为3.5℃，7月平均气温为18.4℃，冬季阴天多雨寒冷潮湿，夏季炎热晴朗少雨。东部靠近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同西部的布雷斯特大体处在同一纬度上，但却是典型性的大陆性气候，从1月至7月气温和降水量逐渐增加，从8月至12月则逐渐减少。1月平均气温为0.4℃，7月平均气温为19℃，气温温差接近20℃。

法国南部受地中海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夏季干热，冬季充满阳光，春季和秋季多雨。夏季平均气温为22℃，冬季平均气温为8℃。例如，地处法国南部的尼斯面临地中海，1月平均气温为8.7℃，7月平均气温为22.9℃。波尔多（Bordeaux）面临大西洋的比斯开湾，秋季和冬季受比斯开湾强烈的海洋性气流的影响，降雨较多且雨量大；春季和夏季特别是夏季主要受地中海亚热带气流的影响，少雨炎热。波尔多1月平均气温为5.6℃，7月平均气温为20.9℃。马赛濒临地中海，春季和秋季是最多雨的季节，而夏季降雨量在逐渐减少。该地区只有4月至9月是纯粹地中海型的气候。马赛1月平均气温为6.7℃，7月平均气温为23.8℃。里昂1月平均气温为2.6℃，7月平均气温为20.7℃。图卢兹是法国南部城市，但距离地中海较远，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减少，春季的降雨量超过秋季。

中央高原的高海拔以及处于北方平原和南方低地之间的位置，使之气候十分特殊。夏季酷热，但降雨量充沛；冬季多寒风和大雪。总之，中央高原的气候十分恶劣。

在法国这块六角形的土地上，陆地上和海上吹来的风在此形成交会点，使之成为真正的风口。长期以来，居民们对于使雪融化的风、带来雨水的风甚至冻坏他们庄稼和林木的风都起了不同的名字。比瑟风（Bise）是来自北部和东部的一种凛冽的寒风。塞尔斯凡风（Cers）来自阿基坦盆地，常常伴随着雨水。奥唐风（Autan）是来自比利牛斯山脉的狂风，能够驱散云层。密斯特拉风（Mistral）是穿过罗讷河峡谷的北风。这种风在冬季猛烈和冰凉，在不停地吹动中刮走了大量的水蒸气；而在夏季它使过热的大气更加干燥，常常卷起阵阵旋风般的尘土。

法国大部分地区雨量适中，年降雨量一般在600～1000毫米，少数地区在600毫米以下，如巴黎年降雨量为550毫米，1月为54.3毫米，7月为53.6毫米。只有几个地区的年降雨量在500毫米以下，如普罗旺斯（Provence）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滨海地区、卢瓦河流域的伊利埃地区（Illiers）、博斯平原（plateau de Beauce）和佩尔什（Perche）之间的边界区、阿尔萨斯等。山区降雨量比较多，每年可达1000～2000毫米。特别是比利牛斯山脉和北阿尔卑斯山脉的几个最高山峰以及汝拉山和中央高原的几个山顶的年降雨量在2000毫米以上。降雨量从东向西递减，如斯特拉斯堡的年降雨量为700毫米，1月为51毫米，7月为73毫米。年降雨量较少的区域在南特（Nantes）、亚眠（Amiens）、穆尔默隆（Mourmelon）和普瓦捷（Poitiers）所形成的四边形内。总的来看，整个法国在秋季降雨量最大，春季和夏季次之，但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沿岸地带秋季和冬季的降雨量也较多，如尼斯的年降雨量为800毫米，1月为82.7毫米，7月为15.6毫米。

法国本土的霜冻期集中在冬季。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霜冻期不足一个月，但地处法国东部的洛林地区（Lorraine）的霜冻期可达80天以上。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霜冻期超过3个月，如朗格多克、普罗旺斯、索恩河-罗讷河（Saône-Rhône）和瓦朗斯以南的高地，霜冻期在3个月以上。中央高原的霜冻有时也会在春末和秋季出现，对农作物的生长危害极大。

法国本土大部分地区降雪的日子有限，但在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如中央高原、洛林、上索恩省（Haut-Saône）等每年降雪达到20天。在海拔1000～1500米以上的山地以及中央高原海拔1200米以上的地区，积雪可延续4～5个月，那里即使在夏季也会降雪。

总体来看，法国本土的气候温和，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得天独厚。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些局部地区的确难免会出现反常的气象，其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尽管法国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也会受到恶劣气候引起的自然灾害的困扰，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小的损失，也使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危害。

四 行政区划

法国的行政区划有大区（Région）、省（Département）和市镇（Commune）共三级。法国还有5个海外行政单位（Collectivités d’Outre-Mer，简称COM）：法属波利尼西亚（Polynésie française）、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Saint-Pierre-et-Miquelon）、瓦利斯群岛（Wallis）和富图纳群岛（Futuna）、圣马丹（Saint-Martin）、圣巴泰勒米（Saint-Barthélemy），3个特别海外领地（Territoires d’outre-Mer，简称TOM）：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Calédonie）、法属奥斯特拉勒和安塔尔克地格（terres Australes et Antarctiques françaises）、克利珀顿岛（Clipperton）。

1.大区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领土整治时，意识到成立独立的经济大区的必要性，先后于1959年1月和1960年6月颁布两个法令，确定在法国本土建立21个大区，每个大区由邻近的几个省组成。每个大区成立一个省际会议并任命一个总协调人，就经济发展的计划和领土整治，会同民间经济社团来统筹和协调基金的分配和使用。法国政府还于1964年3月将各大区的协调机构规范化和制度化，总协调人由省长兼任，改称为大区长，负责实施政府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领土整治的政策。由民间经济社团建立的各种经济发展基金会改为大区经济发展委员会，作为大区的“准议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咨询的作用。法国政府还于1970年1月决定把科西嘉分离出来，独立成立一个大区。这样，法国本土共有22个大区。此外，在海外还建立起4个大区。但是，此时的法国大区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1982年，法国政府颁布的有关权力下放的法令才正式确认大区为地方行政单位。自此，法国行政区划由原来的省和市镇两级变为大区、省和市镇三级。

大区是法国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每个大区管辖几个省。法国共有27个大区，其中本土有22个大区（见表1-1），其中科西嘉大区享有特殊的地位。在海外有5个大区：瓜德罗普大区（Guadeloupe）、马提尼克大区（Martinique）、法属圭亚那大区（Guyane française）、留尼汪大区（Réunion）、马约特大区（Mayotte）。

表1-1 法国本土大区的名称、面积、人口*
 、首府和所属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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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议会是大区的最高自治权力机构。它主要从事大区经济发展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作，如执行国家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发展，扶植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支持本地区所管辖的省、市镇的经济活动，推动公私混合经济的发展，制定本地区的经济计划，编制年度职业培训大纲和中等教育校舍建设和管理，分配和使用国家调拨的经费。

大区区长（Préfet de région）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大区最高行政长官，任期6年。进入21世纪以来，大区最高行政长官的职权有所扩大。他领导大区所辖省的省长，同时兼任大区行政机构所在省的省长。他负责执行大区议会的决议，贯彻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大区经济的法律和政策，监督法律的实施和大区财政的运行。他领导大区所属的行政机构和中央派驻机构。

2.省

法国总共有101个省，其中在法国本土有96个省（见表1-2）。此外，法国还有5个海外省：瓜德罗普省（Guadeloupe）、马提尼克省（Martinique）、法属圭亚那省（Guyane française）、留尼汪省（Réunion）、马约特省（Mayotte）（参见表1-3）。

表1-2 法国本土省的名称、面积、人口*
 和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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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法国海外省、海外行政单位和特别海外领地名称、面积、人口和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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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是省的最高自治权力机构，它决定省财政预算，负责地方税收，管理城市、交通、教育等。省议会选出4～7名省议员组成省委员会，具体负责省议会的行政事务。

省长（Préfet de département）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长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地方公共安全，确保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监督地方政府法令的合法性，以及协调中央政府的就业、经济发展、环境、社会融合等政策在地方的落实。

每个省又被分割为数个专区（Arrondissement），驻有专区区长（Sous-préfet），职责是辅佐省长的事务。法国总共有342个专区。

3.市镇

市镇是法国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法国最古老的行政区划。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改革了地方管理体制和制度，重新划分了地方行政单位，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市镇组织。这些市镇组织就是当代法国市镇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简称二战），随着法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型的市镇迅速减少，城市型的市镇明显增加。但是，市镇无论大小和无论哪种类型（巴黎、马赛和里昂除外），都一律平等，职权大体相同。

目前，法国本土有36565个市镇，平均面积为14平方公里。大部分市镇人口不超过300人，约有40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在这些市镇中，巴黎、马赛和里昂享有特殊的地位。

市镇议会是市镇的最高自治权力机构。市镇议会组织和建立市镇行政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讨论和通过市镇年度财政预算。

市长由市镇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市长既是中央政府代表，又是市镇的最高行政长官。市长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颁布和实施中央政府的法律、规章和法令，维持社会治安，管理户籍。市长作为市镇的最高行政长官，执行市镇议会的决议，任命市镇官员，领导市镇工程，主持市镇司法和公安工作。市政府由市长和市长助理组成。市长助理的数量按市镇的大小设置1～12名。市长助理由市镇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

4.巴黎市

巴黎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都。根据1975年12月31日法律，它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领土单位，具有市和省的权能。

巴黎作为一个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巴黎市设市议会、市长和市政府。

巴黎市议会行使巴黎省议会的职权，巴黎市长是法定的巴黎市议会议长。

巴黎市长和市长助理由市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巴黎市长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颁布和实施法律和法令，任免市政官员，召集和主持巴黎市议会会议，实施市议会所通过的决议。巴黎市长作为巴黎市最高行政长官，全权处理巴黎市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城市规划等问题，领导市政府的各个行政机构。市长助理共18名，分别负责巴黎市的预算、总务、住房、城市规划、路政、运输、社会事务、学校、环保、地方生活、交通、工商业、产业和体育，等等。

巴黎市划分为20个区（Arrondissement），每个区设置区委员会和区长。区长主要负责与户籍有关的事务，也可以代表市长助理处理区里的紧急事务。区委员会由区内的市议会议员、区长和巴黎市议会推荐的成员组成。区委员会是咨询性的机构，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应巴黎市市长或巴黎市议会的请求，区委员会要讨论提交市议会的草案。

5.共同体（Intercommunalité）

为了加强各邻近市镇在公共交通、经济、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合作，还建立了许多共同体，整合了不同层次的协作。目前，有32223个市镇（即88.1%的法国本土市镇）参与2510个不同类型的共同体。

城市共同体（Communauté urbaine）。总共14个，是等级最高的市镇间合作组织，拥有至少50万居民，并且包括至少一个5万居民以上的城市。其职能包括经济规划、交通管理、用水管理、垃圾处理等。

城郊共同体（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总共156个，由一个至少1.5万人口的城市的周围、5万以上居民规模的社区组成，其职能通常比城市社区小。

市镇共同体（Communauté de communes）。总共2334个，没有人口限制，职能更小。

新集合体协作会（Syndicat d’agglomération nouvelle）。总共6个，是最小的协作组织。

6.海外省、海外行政单位和特别海外领地

马约特省。根据2001年7月11日法律马约特应是“海外省级行政单位”（Collectivité départementale），2011年起成为海外省。马约特拥有一个议会，同时执行着省议会和大区议会的职能。马约特省下辖17个市镇，组成同等数量的选区。

法属波利尼西亚被命名为一个“海外属国”（pays d’Outre-Mer），它有一个地方政府，由“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统”（président de la Polynésie française）领导。它的居民具有特殊公民身份，可以投票参加大区议会选举。地方政府同样可以与各国及各国际组织谈判协议。法属波利尼西亚下辖5个子行政区域（subdivision administrative），下分48个市镇。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具有一个等同省的地位，设有一个省议会。它拥有两个市镇。

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拥有特别的地位。它由三个王国组成：阿罗（Alo）、锡加维（Sigavé）和乌韦阿（Uvéa），同时定界了三块区域（Circonscription）。三个王国的国王负责地区议会，地区议会还包括三名来自法国的国家代表。而单院制的法律权力掌握在普选产生的地区议会手中。

圣马丹的法属部分于2007年2月22日脱离瓜德罗普成为独立的海外行政单位。

圣巴泰勒米同样于2007年2月22日脱离瓜德罗普成为独立的海外行政单位。

新喀里多尼亚也是一个海外属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直到为期最早为2018年的公投决定其独立与否之前，它的地位是一个“特别海外领地”（collectivité spécifique）。它有一个地区议会，选举产生其政府。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律自治权目前是所有法国海外领土中最大的。它下分3个省和33个市镇。

法属奥斯特拉勒和安塔尔克地格位置在印度洋南边，由几个岛屿组成。1955年8月6日法律确定，法属奥斯特拉勒和安塔尔克地格为法国特别海外领地，享有行政和财政自治的权利。该特别海外领地划分为5个区，统一由最高行政长官管理。该特别海外领地的行政机构，设置在法国海外省留尼汪。

克利珀顿岛是太平洋公海上的小岛，它被列入法国国家公有财产列表中。它处于总理管辖下，由法属波利尼西亚高级专员具体负责。

7.其他领土

法国还拥有法属南方和南极洲领地，它划分为三块区域：凯尔盖朗群岛（îles Kerguelen）、阿姆斯特丹岛和圣保罗岛（île Amsterdam et l’île Saint-Paul）、克罗泽群岛（îles Crozet）。它们从2004年12月起由驻在留尼汪的一名省长管理。

此外，印度洋上分散的小岛，由驻在留尼汪的一名省长代表法国政府管理，属于海外事务部管辖。

五 人口、民族、语言

（一）人口

截至2013年1月1日，法国人口总数达到6580万，其中法国本土6370万，海外省210万。法国人口占欧盟27国人口总数的13%，仅次于德国，排名第二位。在欧洲，法国人口仅次于俄罗斯和德国，排名第三位。

1.二战后人口的演变

迅速增长阶段（1946～1975）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法国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1946年法国人口为3984.8万，1954年为4278.1万，1962年为4645.9万，1970年为5050万，1980年为5370万。法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1946～1968年为1%，1968～1975年为0.7%。法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首先，法国政府采取了鼓励生育和奖励多子女家庭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大大提高了法国妇女的生育率，如1945～1949年年平均为20.3‰，1950～1954年年平均为19.5‰，1955～1959年年平均为18.4‰，1960～1964年年平均为18‰，1967年为16.8‰，1976年为13.6‰。1945～1960年，法国妇女生育率的年平均数不仅要比战前高出许多，而且在欧洲诸国中也名列前茅。其次，这个时期法国政府建立了健全的、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和退休的社会保险体系，从而使法国死亡率大大降低，如1951年为12.2‰，1976年进一步降到10.5‰。再次，法国政府大量吸收外国移民，从而使这个时期的法国人口激增。

稳定增长阶段（1976～）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人口每年增长的数量保持在20万～30万，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如1976年为5279.8万人，1980年为5373.1万人，1990年为5662.4万人，2000年为6075.1万人，2005年为6281.8万人，2010年为6461.3万人，2011年为6494.9万人，2012年为6528.1万人。在这期间，法国生育人口每年保持在70万～85万，如1976年为72万人，1980年为80万人，1990年为76.2万人，2000年为77.9万人，2005年为80.8万人，2010年为83.3万人，2011年为82.3万人，2012年为82.2万人。死亡人口每年保持在50万～60万，如1976年为55.7万人，1980年为54.7万人，1990年为52.6万人，2000年为54.1万人，2005年为53.8万人，2010年为55.1万人，2011年为54.5万人，2012年为57.1万人。死亡率1985年为9.9‰，1990年为9.2‰，2000年为8.9‰，2005年为8.6‰，2010年为8.4‰，2011年为8.7‰。在这时期，法国生育率年平均在12‰～14‰，如1986年为14‰，1990年为13.4‰，2000年为13.3‰，2005年为12.8‰，2010年为12.6‰，2011年为12.6‰。这样的生育率比20世纪50～70年代，甚至比战前都要低，但是由于法国人口的基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增大，其出生婴儿的绝对数量也相应增加。至于生育率下降的原因，首先，这个时期法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法国家庭主张少要孩子，以便减轻家庭负担。其次，越来越多的法国妇女参加工作和走向社会，使得生育数量减少。再次，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不结婚而实行同居，即便是结婚也是晚婚，如男子和女子晚婚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岁和26岁，比10年前均推迟3年，因此造成生育率下降。

2.人口密度

从历史上看，法国人口密度在逐渐提高。根据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统计：1800年为51.3人，1850年为66.2人，1900年为73.8人，1950年为76.4人，1967年为91人，1990年为104人，2000年为107人，2003年为108人，2007年为112人，2010年为114人，2011年为115人。法国人口密度在欧洲联盟和欧洲属于中等偏下的国家。

在法国本土，人口密度因地区不同而不同，而且差别悬殊。经济发达的北方人口密集，如处在北部的上塞纳省每平方公里7200人，巴黎省每平方公里达到20640人；经济相对落后或偏远山区则人口稀少，如处在南部的洛泽尔省（Lozère）每平方公里只有14人。

3.性别比例

法国女性无论增长速度和数量都已超过法国男性。法国本土女性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1970年为51.2%，1980年为51.2%，1998年为51.3%，2004年为51.4%，2010年为51.6%。2011年，法国本土女性总数为3366.8万，男性总数为3161.2万，2012年分别为3381.7万和3176.9万。事实上，在出生和孩提的时候，法国男性要多于女性，但是，成年男性因战争和工伤事故等原因其死亡率高于成年女性，因此使其比例关系颠倒过来。

无论男性和女性，由于工作和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其平均寿命都大大提高了。法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2000年分别是75.2岁和82.8岁，而2005年分别是76.7岁和83.8岁，2011年分别是78.2岁和84.8岁，2012年分别达到78.4岁和84.8岁。20世纪初，法国人平均寿命仅在50岁左右，1950年为66.3岁，2000年增加到79岁，而2007年达到81岁。法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在欧洲国家中高居榜首，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而法国男性的平均寿命，在欧洲国家中仅居中游水平。虽然，近10年以来，法国男女之间平均寿命的差距有所减小，但是，这个差距仍然高于多数欧洲国家。

据2008年1月1日统计资料显示，法国的百岁及百岁以上老人为20249人，这一数字是7年前的2倍多。其中女性为16213人，男性为4036人，女性是男性的4倍以上。法国社会学家甚至已经开始用一个新词语来形容新一批老人——“超级百岁老人”，这些老人的年龄达到了110岁或110岁以上。

4.年龄结构

在法国本土，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法国人口的比例1946年为29.5%，1950年为30.2%，1960年为32.3%，1970年为33.2%，1980年为30.6%，1990年为27.8%，2000年为25.6%，2010年为24.7%，2011年为24.6%；20～59岁人口占法国人口的比例1946年为54.5%，1950年为53.6%，1960年为51%，1970年为48.8%，1980年为52.4%，1990年为53.2%，2000年为53.8%，2010年为52.7%，2011年为52.3%；65岁以上人口占法国人口的比例1946年为16%，1950年为16.2%，1960年为16.7%，1970年为18%，1980年为17%，1990年为19%，2000年为20.6%，2010年为22.6%，2011年为23.1%。其中，75岁和75岁以上人口占法国人口的比例1946年为3.4%，1970年为4.7%，1990年为6.8%，2000年为7.2%，2010年为8.8%，2011年为8.9%。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青壮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足一半，而60岁以上老人在法国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法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15%以上则为“超老年型”社会的规定，法国也已经进入了超老年型社会。

5.城乡人口结构

二战后，随着法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日益加速，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法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不断地上升，1946年为53.2%，1975年为68.4%，1999年为75.5%，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77.5%。从1999年到2010年的10年间，1368个农村型的市镇提升为城市型的市镇，从而使城市面积扩大了20%。2010年，法国城市拥有4790万居民。法国城市化表明，法国总人口的3/4生活在城市中，余下的1/4生活在乡间。

6.人口问题

法国人口面临诸多问题，如人口老化、年龄结构不合理、男性和女性比例失调、结婚减少和同居增加、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同性恋、失业率高居不下等。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生育率低下和人口增长缓慢，法国人口在欧洲联盟中、在全欧洲和在全世界的比例都在逐渐下降。法国人口在欧洲人口中的比例1800年为15.7%，1900年为9.7%，1965年为7.8%。法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1700年为4%，1850年为3%，1964年为1.5%，20世纪90年代末为1.1%，2000年为0.9%，201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0.7%。

（二）民族

1.法兰西民族

法兰西民族是法国的主要民族，约占法国人口的90%。

法兰西民族是以高卢人（Gaulois）为主体的。远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被希腊人称之为凯尔特人（Celtes）自中欧山区向西迁居在塞纳河和加龙河之间。罗马的恺撒大帝在征服高卢（Gaule）记事里，称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地方为高卢，称凯尔特人为高卢人。正因为居住在高卢中心地带的高卢人是最早有文字记载和人口最多的种族，所以被史学家确认为法兰西民族的祖先。高卢雄鸡（Coq Gaulois）也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随后，在公元前后的漫长岁月里，高卢人与先后来高卢定居的伊拜尔人（Ibère）、罗马人（Romain）、勃艮第人（Bourguignon）和法兰克人（Francs）逐渐融合，终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形成了具有鲜明特性的法兰西民族。

从人种形态学上看，高卢人的后裔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为金发蓝眼，身材高大；另一种为圆头，棕色或灰色眼睛，中等身材。但由于法兰西民族是由许多种族长期融合而成，所以从人种形态上法兰西民族又呈现出多样性。

法兰西民族在长期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培养出自己的性格：热情奔放，浪漫，宽容，懒散，健谈，幽默，追求自由、平等、理想和法度。

2.少数民族

法国的少数民族有阿尔萨斯族（Alsacien）、弗拉芒族（Flamand）、布列塔尼族（Breton）、巴斯克族（Basque）和科西嘉族（Corse）等。阿尔萨斯族主要集中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约有140万人。弗拉芒族是日耳曼民族（Germains）中的法兰克人的后裔，主要集中居住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约有10万人。布列塔尼族主要集中居住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是公元5～6世纪自大不列颠岛渡海迁居的部分布列通人（Breton）的后裔，约有125万人。巴斯克族主要集中居住在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西部，约有15万人。科西嘉族主要集中居住在科西嘉岛上，约有30万人。

正因为法兰西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混合，所以“不存在一种人造的典型法国人，只有几种突出的类型：阿尔萨斯人瘦小、金发，阿尔卑斯山人（Race alpine）矮小圆颅，奥弗涅人（Auvergnat）肤色深，眼睛常常是蓝色的，巴斯克人长着大脚板，诺曼底人（Normand）肤色红润，发色金黄。

（三）语言

法国的官方语言为法语。法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罗马语族，从拉丁语演变而来。公元前，在法国定居的高卢族使用高卢语言，但在罗马的恺撒大帝入侵高卢后拉丁语作为征服者的语言在公元1世纪至4世纪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公元5～6世纪，法兰克人的占领带来了日耳曼语（亦称罗曼语）。公元7～12世纪使用古法语。12世纪末叶开始，法国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统一，巴黎成为法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巴黎的法语也就统一了其他的方言。公元13～16世纪，法国使用中古法语，文字逐步地统一起来。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Ⅰ）正式颁布命令，以法语为书面文字用于官方和私人的文件。17世纪，法国的语言及其文字进一步走向统一，进一步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法语成为近代、现代和当代法国的国语。

18世纪以来，法语随着法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而成为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工具。尤其在欧洲各国的上流社会和外交界，法语成为时髦的和高尚的语言，不讲法语似乎有失贵族身份和风度。直到20世纪初，法语仍然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联合国成为工作语言之一，同时也是国际条约和协定使用的标准文字。目前，法语除了法国本土和海外省、海外领地使用外，原法属殖民地的非洲国家仍然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还有一部分比利时人、瑞士人、加拿大人也使用法语。在亚洲，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使用法语。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说法语的人口总共有2.7亿。

法语是比较优美的语言，语音上没有重读的音节，讲话快和平稳，柔美动听；文字具有严谨、可靠、规范和明晰的特点。但是，法语的语法比较复杂。动词需要变位还要分时态，在作为谓语时动词跟随主语变动。名词和形容词有阳性和阴性之分，还有单数和复数之别。名词之前还有冠词，也分为阳性、阴性、单数和复数。在发音方面，有小舌音，圆唇音多。

法国人热爱自己的语言，很高兴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与朋友和外国人交谈。如果外国人用英语而不用法语与法国朋友交流，甚至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导致双方的尴尬和不愉快。

法国的少数民族除了讲法语外，还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如阿尔萨斯族讲德语的一种方言，巴斯克族讲不属于印欧语系的巴斯克语，弗拉芒族讲弗拉芒语，科西嘉族讲意大利语的一种方言。布列塔尼地区有近100万人讲布列塔尼语言，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出版自己的报刊。

六 国旗、国徽、国歌、国花、国鸟、绰号

1.国旗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蓝、白、红三色旗为国旗。法国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旗面由三个平行且相等的竖长方形构成，从左至右分别为蓝、白、红三色。正因为如此，法国国旗又称为“三色旗”（drapeau tricolore，或者叫tricolore，口头称作couleurs），也称为“蓝白红旗”（drapeau bleu-blanc-rouge）。

法国国旗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国民自卫队就以蓝、白、红三色旗为队旗。白色居中，代表国王，象征国王的神圣地位；红、蓝两色分列两边，代表巴黎市民；同时这三色又象征法国王室和巴黎市民的联盟。三色旗也曾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三色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2.国徽

法国没有正式的国徽。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蓝、白、红三色旗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国旗，同时也是国家的标志。

传统上，法国采用大革命时期的一枚黑、白两色的椭圆形纹徽作为国家的标志，纹徽的中心图案是一支代表正义与权威的束棒，庄严地宣告法兰西共和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束棒两侧交叉着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橄榄枝叶和月桂枝叶，掩映着饰带上书写的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纹徽下悬挂着一枚光荣勋章，象征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光辉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1999年9月起，法国政府决定将“蓝白红三色旗”“玛丽安娜”（Marianne）“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国”整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标识”：背景是蓝白红三色旗，玛利亚纳头像嵌在三色旗的居中白色上。三色旗下面的小写字是：自由、平等、博爱。再下面的大写字是“法兰西共和国”。它作为政府机构的统一形象标识，同时在相关的各种材料上出现，如小册子、内部的和公开的出版物、宣传活动、信笺抬头、名片等。中央政府率先使用这一新的形象标识，随后各部门和地方也相继效仿（它们也可以同时使用自己原有的标识）。

3.国歌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国歌是马赛曲（Marseillaise）。

马赛曲又译马赛进行曲，原名莱茵军团战歌（Chant de guerre de l’Armée du Rhin），歌曲由多才多艺的青年军官克洛德·约瑟夫·鲁热·德·利勒（Claude Joseph Rouget de Lisle）上尉在1792年4月25日晚作于当时斯特拉斯堡市长家中，并于4月29日在当地的军械广场组织演唱，结果大受欢迎。同年6月下旬，马赛志愿军前赴巴黎时沿途上高唱这支歌曲。同年8月10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中，马赛义勇军又高唱这支歌冲进了王宫。从此，马赛曲风行全法国，被革命军民到处传唱。由于这支歌是由马赛义勇军带到巴黎的，所以被称为“马赛曲”。

由于“马赛曲”鼓舞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战，发挥了巨大的团结、教育和战斗的作用，成为自由和民主之歌的代名词，因而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于1795年定为法国国歌，并沿用至今。

4.国花

法国是一个鲜花之国，首都巴黎有“花都”的美誉。法国国花是鸢尾科的香根鸢尾（Iris
 pallida），它体大花美，婀娜多姿。鸢尾花只有三枚花瓣，向上翘起；外围的另外三瓣乃是保护花蕾的萼片，向下翻卷。另有一些鸢尾的花心深处还长有三枚由雌芯变成的长舌形瓣儿。鸢尾花大而美，花朵既像起舞的彩蝶，又似翩飞的隼鹰。法国人用鸢尾花表示光明和自由，象征民族纯洁、庄严和光明磊落。

5.国鸟

法国的国鸟是公鸡。公鸡除了有观赏和经济价值外，还有报时的本领，所以，自古以来受到法国人的喜爱。另外，公鸡勇敢、顽强的性格也受到法国人的青睐。直到今天，法国人以“高卢鸡”代表法国而自豪。

6.绰号

法国有个绰号叫“玛丽安娜”，漫画中常以戴一顶弗里吉亚三色帽（bonnet phrygien）的女人来象征。其实，玛丽安娜（1536～1624）是西班牙的一位作家。法国一名叫弗朗索瓦·拉瓦亚克（François Ravaillac）的天主教徒受到玛丽安娜著作的启发，在1610年刺死了法王亨利四世（Henri Ⅳ）。19世纪中叶，法国共和党人的一个秘密团体即以玛丽安娜为名，从事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国的斗争。此后，“玛丽安娜”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绰号和象征。二战后，法国政府时常选些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女名人作为玛丽安娜的模特，以表彰她们为法兰西民族赢得的荣誉。国家将依照她们的外形制作出能够代表国家的塑像、邮票、硬币。法国政府还不断地更新玛丽安娜的形象，令她始终保持着清新、靓丽的外表。法国市长联合会已经于2012年选出现年47岁的法国电影女明星、曾有“法兰西第一美人”之称谓的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作为玛丽安娜的新形象和代名词。2013年，法国新版邮票中的玛丽安娜具有“国际性的和超越时间的元素。她的双手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现实主义和高雅，她的双眼是今天的法国连环画、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动漫和50年代的美国动画片的现实主义的混合物”。她使法兰西共和国女神更年轻。

第二节 宗教与民俗

一 宗教

法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也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从传统上和历史上看法国又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目前，法国有天主教徒47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81.4%。全法国有88个主教管区，4.1万个堂区。教区神甫5.5万名，修会神甫11万名。受天主教洗礼的人有3800万。有红衣主教8名，主教90名。在法国，从城市到乡村可以随处看到大大小小的教堂，其中巴黎的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和圣心大教堂（Basilique du Sacré Coeur）闻名遐迩。巴黎圣母院是巴黎一个最主要的宗教祷告场所，每天都要举行祷告活动。在那高大和深邃的哥特式建筑的殿堂里，信徒们点着蜡烛，进行宗教仪式。每逢宗教节日，巴黎圣母院更是热闹非凡。巴黎圣母院的圣诞节夜晚的弥撒由巴黎大主教亲自主持，信徒们纷纷前来参加。法国历来有“教会长女”之称谓，还有许多天主教的圣地和古迹，吸引着众多的善男信女前来进香朝圣。法国官方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全国朝圣委员会，规划和安排天主教徒的朝圣活动。

法国天主教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入侵高卢的同时也带来了基督教。法国封建社会初期，从基督教中分裂出来的天主教利用王权的衰落趁机扩展势力。卡佩王朝（Hugues Capet）则想方设法削弱教会的势力。自此，王权和教会的明争暗斗在法国历史上时起时伏，长年不断。11～13世纪，法国封建王朝以保护基督教的名义6次参加了十字军东征。16～17世纪上半叶，以东北部的贵族吉斯公爵（Guise）为首的天主教集团和以南部、西南部的贵族波旁家族（Bourbon）为首的新教（耶稣教）“胡格诺派”（Huguenots）发生了激烈的宗教战争，史称“胡格诺战争”。直到1598年，“胡格诺派”领袖亨利四世（HenriⅣ）宣布放弃新教，这场持续30多年的战争才宣告结束。亨利四世还于同年发布南特赦令（Ordre impérial de Nantes），宣布天主教为国教。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宗教特别是对天主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法国大革命中曾经宣布政教分立。法国大革命后共和派和保皇党、改革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之间继续围绕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才于1905年通过政教分离法，规定国家和教会互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自此，宗教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干预和左右法国政治生活了，但是，法国政府和教会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经常发生，特别是在如何对待教会控制的私立学校问题上。改革派和左派主张私立学校“公立化”和“世俗化”，而教会则要坚决保留这个势力范围。直到今天，私立学校问题依然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热点。

法国天主教信徒众多，但是目前真正遵守教规和参加礼拜的虔诚信徒仅占人口总数的12%，而80年代还占20%，这说明这类信徒正在逐渐地减少。如果说不参加和偶尔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有什么信仰标志的话，那就是他们曾经受过天主教洗礼，宣布在死后希望安葬在天主教堂的坟地。

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据统计，法国约有500万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6.89%。全法国拥有1000多座清真寺院，其中巴黎就有400多座。绝大多数伊斯兰教的信徒是外籍移民，其中来自马格里布三国的占80%左右。此外，土耳其穆斯林占8%、黑非洲穆斯林占4%、欧洲穆斯林（包括法国人和欧洲移民）占5%。由于这些外籍移民的穆斯林几乎都是下层人民，收入少，生活拮据，在每逢星期五进行宗教活动和祷告时，往往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此，法国穆斯林活动近年来已成为法国的社会问题。

法国还有新教徒9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4%。犹太教徒75万人，占1.29%。佛教徒40万人，占0.68%，他们主要是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的移民，在巴黎建立佛塔和喇嘛庙，以便进行宗教活动。东正教徒20万人，占0.34%。此外，中国的道教在法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关道教著作的法译本十分畅销。

无宗教信仰的法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仅占人口总数的3%，90年代初已经达到16%，90年代末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说明无宗教信仰的法国人越来越多。

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法国也加强了对邪教组织的监控和防范。法国国民议会于2001年5月30日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邪教法》。这是法国国民议会自1995年以来第三次就反邪教立法。根据这项法律，被判处犯有伤害人身、非法行医、非法售药、做欺骗性广告和走私等罪行的邪教组织，高等法院有权予以取缔。

二 节日

法国是一个节假日众多的国家，除了国家规定的每年五周的带薪假期以外，法国人还能够享受以下节日。在这些假期内，法国的商店、公司及机关单位都停止工作。这里介绍的是全国性的节日，分为宗教节日和民众节日两部分。

（一）宗教节日


天主教的“三王来朝”节（Fête des rois）
 或者称为“王朝节”。1月6日这一天，人们纷纷购买甜饼，这种甜饼内含有一种叫蚕豆的小东西。家中最小的成员把眼睛蒙上，将甜饼分给大家。每人吃甜饼时都避免咬到蚕豆。吃到蚕豆的人将封为国王（王后），并挑选他的王后（国王）。全家人或朋友们举杯高颂：“国王干杯，王后干杯。”它象征让人交好运。


圣蜡节（Chandeleur）
 2月2日是一个宗教及美食的双重节日。这一天，家家都做鸡蛋薄饼，鸡蛋饼煎得又薄又黄，像太阳似的金黄色。它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希望一饱口福。


复活节（Paques）
 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复活节，因为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在被钉死后于这一天复活。这就是复活节的由来，故又称为“耶稣复活瞻礼”或“主复活节”。复活节也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法国于这一天起放假两周。法国人正是利用这个长假和春天的明媚时光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参观、购物等。这一天习惯给孩子们送些用巧克力制作的钟、蛋、鱼、鸡等。


耶稣升天节（Ascension）
 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复活后第40天升天（5月1日至6月4日之间），故被定为“耶稣升天节”。这个节日一般在星期四，法国要放假一天。


圣灵降临节（Pentecôte）
 传说耶稣复活和升天后第50天，派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后开始传教。因此，6月13日这一天被教会规定为“圣灵降临节”。法国于这一天起放假两天。


圣母升天节（Assomption）
 天主教节日。传说8月15日这一天，圣母升天，故又称“圣母安息日”。法国于这一天放假。


万灵节（Toussaint）
 也称“诸灵瞻礼”，基督教节日之一。法国每年于11月1日放假一天。法国人于这一天到墓地凭吊已故的亲人，并献上作为祭祀用的白菊花，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注意千万不要将这些花送给其他人。


圣诞节（Nôel）
 传说上帝之子耶稣于12月25日夜里诞生，为了庆祝这个宗教节日，法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从12月24日起加上周末及随之而来的元旦放假10天左右。圣诞节晚上，法国人全家团聚在一起共进晚餐，传统的菜肴有肥鹅肝、牡蛎、火鸡、奶酪和甜点等，喝葡萄酒和香槟酒。家长分发圣诞节礼物，孩子们围着挂满彩灯的圣诞树玩耍和嬉闹，也可先去睡觉等待圣诞老人的来访。午夜过后，人们聚集到广场唱歌、跳舞、表演节目，狂欢到黎明。在街头巷尾，白须红袍的圣诞老人向儿童分发糖果和玩具。在节日期间，大人们利用假期走访亲戚、拜访朋友和游览，相互赠送礼物。根据圣诞节的宗教传统，所有教徒都要在12月24日深夜11点钟到教堂参加弥撒，相互祝愿“圣诞快乐”，交换礼物。但是现在进行这种宗教活动的人越来越少。实际上，圣诞节已经走向社会化和民间化。

（二）民众节日


儿童生日
 吃生日蛋糕，父母要为其点燃生日蜡烛。亲戚朋友的贺卡，以邮寄方式为好。


元旦（Jour de l’an）
 同世界各国一样，是为迎接和庆祝新年到来的节日。但在1564年以前，法国的新年是4月1日。直到1564年，查理九世（Charles Ⅸ）才下令将法国新年改为1月1日。元旦这一天，向家人、亲戚和朋友祝“新年好”和“身体好”。家庭团聚，吃年饭。也可馈赠年终赏钱和小礼物。如元旦没能见面，可寄新年贺卡，整个1月份都可以寄。还可以向过去一年中为自己和家庭服务的佣人、邮递员、守门人馈赠红包。


圣瓦朗坦节（Saint-Valentin）
 亦称“情人节”（Fête des Amoureux）。法国安德尔省有一个圣瓦朗坦村，地处贝里香槟地区（la Champagne berrichonne）中部，每年在距离2月14日最近的那个周末，都要举行情人节活动，其影响超越了地区范围。全村居民经年努力，希望圣瓦朗坦村能够逐渐成为“情人村”。因此，每逢节假日，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情人村”，在小村的情人花园、爱情柳树、情人之家及其情人邮局和情人商店、教堂、情人亭观光，享受情人的乐趣。在法国其他地方，2月14日这一天情侣结伴出去，或去餐馆，女孩子们收到鲜花和首饰。


愚人节（Poisson d’avril）
 4月1日，这一天调皮者会悄悄地在你的衣背上贴上纸鱼开玩笑。


五一节（Fête du travail）
 是国际劳动节，法国放假一天。送一束铃兰花，如果一株有13朵小白花则表示有好运。


二战胜利日（Victoire 1945）
 5月8日，这一天法国各村镇都要向烈士纪念碑送鲜花。


音乐节
 6月21日，这一天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会在大街小巷演奏节目。在首都巴黎，在凯旋门、戴高乐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来自各国的音乐家演奏乐曲，听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电影节
 6月底或7月初为期三天，影院门票很便宜。


国庆节（Fête national）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法国封建王朝的巴士底监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7月14日这一天，曾经一度作为法国的国庆节。但1814年封建王朝复辟后被废除。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于1880年6月通过决议，把1880年7月14日定为法国国庆节。从那年开始，7月14日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节。每年7月14日，全国放假一天。为庆祝这个最隆重的节日，法国家家户户挂国旗，公共场所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法国还要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和游行，国家元首要发表演说和颁发奖章。入夜，还要放五彩缤纷的烟火。在凯旋门上空，红、白、蓝三色探照灯的光柱摇曳，十分壮观。有些村庄会组织火炬游行、跳舞等。


冥节（Jour des Morts）
 11月1日这一天，在陵园、墓地被菊花点缀。


停战节（Armistice）
 法国定于每年11月11日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烈士。总统或总理要亲自向有功的官兵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生还的英雄颁发奖章。法国许多机构和企业坚持放假一天。


圣-喀德琳节（Sainte-Cahterine）
 是25岁或25岁以上未婚姑娘的节日。11月25日这一天25岁尚未婚嫁的年轻姑娘们梳妆成圣-喀德琳。这些庆祝圣-喀德琳节的姑娘在位于与其同名的大街上的圣女雕像前献花圈。年轻姑娘们戴着许多黄色和绿色的小帽子，一个比一个新颖。在大的女装店内，人们跳舞，喝香槟。圣-喀德琳是当日的女皇。

此外，周六和周日为假日，职工每年还可享受法定五周带薪休假的待遇。法国大多数人一般选择在7～8月度假，也有少数人在冬季度假。在节假日，工厂停工，企业休息，商店关门，除了度假区热闹非凡外，一般城市比较冷清。

三 民俗

1.姓名

法国人的姓名深受拉丁文化和天主教的影响。在古代，法国人只有一个称呼，无所谓姓。中世纪，法国的婴儿出生后都要到教堂举行洗礼并起一个教名，教名都从为数不多的圣人名字中选择。公元9～10世纪，法国人往往在教名之后加一个别名，以避免同名现象，后来世代沿用便形成了姓。1539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法国人在身份登记时必须有姓和名。自此以后，法国人或是以社会职业、身份、亲属关系为姓，如Pasteur（职业是牧羊人，译为巴斯德）；或是以采邑、地名或地理特征为姓，如Normand（地名诺曼底，译为勒·诺尔曼），又如17世纪法国寓言诗人Fontaine（属于地理特征有喷泉，译为拉封丹）；或是以绰号、诨号、外貌、性格特征、动物名称为姓，如Boivin、Boileau（嗜好是爱饮酒、爱喝水，译为布瓦万、布瓦洛），又如Camus（外貌或诨号为扁鼻子，译为加谬）。封建贵族在他们的姓的前面还要加上“De”以示血统和身份的高贵。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首次规定，法国公民必须代代相传地使用一个不变的家姓（主要是父姓）。

当代法国人的姓名，通常由一姓一名组成，名在前，姓在后。例如，前任法国总统Jacques Chirac（雅克·希拉克），Jacques（雅克）是名，Chirac（希拉克）是姓。但是，当代法国人的姓名也有3个甚至4个。例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全名是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法国人往往把自己所尊重的名人或家族中某个人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里以示纪念，但人们称呼或书写时往往只用本名，如戴高乐总统一般叫夏尔·戴高乐。

法国人的姓没有男女之分，但名字有时可以分出性别来。例如，Pierre（皮埃尔）、Louis（路易）、Georges（乔治）等都是男子名；Anne（安娜）、Rose（罗丝）等都是女子名。同一名字妇女使用时有性的变化，如Jacques（雅克）的阴性是Jacqueline（雅克琳）。20世纪以前，法国女子婚后即从夫姓。现在，已婚法国妇女使用夫姓的同时，也可以保留娘家姓。

法国人也有用复姓的，复姓一般是将夫妇两人的姓合在一起，夫姓在前，妻姓在后。复姓在书写时用短横线连接起来。

2.礼仪

今日欧美的许多礼仪多来自法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尊重妇女的风尚，即所谓“骑士风度”，便是中世纪法国的创造。

法国人讲究礼仪，常用的称呼是“先生”“夫人”“小姐”。对方有职务、学衔、学位，则在姓或姓名之后冠以职务、学衔、学位，如Lionel Jospin Premier ministre（利昂内尔·若斯潘总理）、Briot Professeur（布里奥教授），有时还可以在姓名之前冠以“先生”“夫人”，如M.Briot Professeur（布里奥教授先生）、Mme.Prévost Secrétaire général（秘书长普雷沃夫人），等等。初次见面称呼姓，不能随便称呼名字。只有最亲近和非常熟悉的人才能直接称呼名字。

在法国，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称为“Madame”（夫人、太太、女士）或“Mesdames”（夫人们、太太们、女士们）。如果加在某些女子职称前则是尊称，如Madame la Présidente（主席女士）、Madame la Députée（议员女士）。对已婚女子不能称“小姐”，对老年妇女不能称呼“老太太”。

为表示对妇女的尊重，法国人在举止行动上讲究“女士第一”。男女见面时，男子要待女子先伸出手才能与之相握。走路、入室、就座都让妇女先行一步。在社交场合，如一方年龄或地位与对方很悬殊时，应先把年少的介绍给年长的，把地位低的介绍给地位高的。此外，均应先把男子介绍给女方，然后把女子介绍给男方。在宴请时，上菜敬酒先女后男，告别时先向女主人道谢。

与法国人初次见面，在通常情况下一边握手并相互说“您好吗？”或“您身体好吗？”或“见到您真高兴”等寒暄的话。在告别时，相互可以说“见到了您真愉快”或“希望能再见到您”等客套话。如果是熟人，相互可以简单地打招呼说“您好”。法国人之间见面时则是以亲面颊或贴面颊替代握手。

在日常生活中，法国人的礼貌用语是“谢谢”和“请原谅”。对任何人提供的帮助和服务，法国人都要说“谢谢”。对方做错一件事，无论有意或无意，都要主动表示歉意，说“请原谅”。

法国人如同其他欧美国家的人一样，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不能打听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个人隐私，不愿意向他人吐露。

3.饮食和宴请

法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美食大国”之一，其饮食文化与中国饮食文化齐名。早在中世纪，法国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饮食文化。

法国人十分讲究吃，认为烹饪和就餐是一大乐趣，也深以法国的烹饪而自豪。他们认为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值得花大量时间去张罗。烹饪和饮食是法国人文化意识的表现。法国烹饪的特色，简单地讲就是量大、质精、花色多。烹饪方式方面，虽然没有中餐那么全，但也有炖、煎、蒸、炸几种做法，讲究原汁原味，特别注重调味品。

法国人也是一日三餐。早餐比较随便和简单，主要是一杯咖啡，或一杯咖啡加牛奶，或一杯可可。主食是羊角油酥面包，或者是抹上黄油或果酱的棍子面包（Baguette），或羊角面包（Croissant），或面包片。午餐传统的吃法应该有冷盘、以肉类为主的正菜、奶酪和尾食。当代法国人劳动、工作和学习紧张，中午常常吃快餐。下班后回到家里，需要放松和享受，所以晚餐是名副其实的正餐。就餐前，先要喝开胃酒，然后是汤、以肉类为主的正菜、蔬菜、奶酪、点心和水果，还要配上各种酒类。

在法国人传统的饮食中，面包、葡萄酒和奶酪是必不可少的。法国面包的花样品种繁多，长的、方的、圆的、扁的，形状各异，共有700多个品种。按其原料配方不同可分为三类：以纯小麦面粉制成的白面包；以小麦面粉和黑麦面粉混合制成的灰面包；在面粉中加鸡蛋制成的黄面包。棍子面包属于白面包，是法国家庭在餐桌上必备的大众化食品。棍子面包必须严格地按照法国政府规定的配方制作。在法国城市的街道上，下班的工薪族手里拿着或腋下夹着刚刚从面包店或超级市场买来的又粗又长、外焦里嫩的棍子面包，急匆匆往家里赶，成为法国社会生活的一大景观。

法国人饮酒是一大嗜好，无论在就餐时还是日常交往中，都要来一杯酒，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法国特有的酒文化。法国盛产葡萄，并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红白葡萄酒、白兰地和香槟酒。而法国葡萄酒的酿造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因此，法国素有“葡萄酒故乡”之称呼。法国人饮酒的学问多，在就餐前喝香槟酒、马丁尼酒或鸡尾酒来开胃，在喜庆举杯祝贺时也使用香槟酒。香槟酒酒精度数小，呈浅黄色，加汽，有甜味，主要产地是香槟；在就餐时，法国人往往几种酒混合饮用：吃鸡鸭等类肉饮用红葡萄酒；吃鱼、海鲜菜肴时饮用白葡萄酒。如果着意追求法国饮食文化和酒文化的话，哪种菜最适合于配哪几种牌子的酒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就餐接近尾声时，法国人还要喝上一杯白兰地或甜烧酒，以便帮助消化。法国人饮酒，还讲究视觉、嗅觉和味觉。在饮用前，手托着酒杯晃动，让酒与空气充分接触，使酒产生某些变化，也使酒味随着流动的空气四溢。然后，用眼睛看酒的成色，是浑浊还是清澈。前者为劣质酒，后者属好酒，酒的成色越透亮越好。还要用鼻子凑近闻一闻，也能闻出酒的质量好坏。最后，在喝第一口时，用舌尖将酒液沾满口腔，可以品尝酒的质地优劣。

法国人在就餐接近尾声时，还要端上一碟奶酪来享受。法国于1791年发明奶酪以来，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法国生产的奶酪不仅产量高，而且品种繁多，达到400多种。因此，法国被誉为“奶酪王国”。

法国人好客，常常盛情邀请客人吃饭。午宴带有业务特性，但不正式；晚宴较为正式。如果是午宴，邀请时，一般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如果是晚宴，一般需发请柬邀请客人。请柬，印制的或手写的均可，需邮寄给客人，注意给客人留有答复的时间。在宴请中，一般少不了当地的名菜。

畜牧业最发达的诺曼底，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河流和湖泊纵横的中南部大城市里昂，以及南方地中海沿岸，号称四个主要的美食代表区。诺曼底的特产是奶油、牛奶和奶酪等乳制品，清蒸海味浇上乳酪浓汁、酒烩牛肉是它的名菜。里昂的各式香肠最为脍炙人口。马赛的烩杂鱼汤十分可口。地中海沿岸的橄榄油煨茄子和生菜沙拉，香气四溢。法国名菜还有蜗牛菜（Escargots）、烤龙虾、鹅肝酱（Foie gras）、贻贝佐大葱（Moules marinières）、扇贝土豆泥（Coquilles saint-jacques）、螯虾佐香芹（Homard persillé）、鲑鱼奶白酥（Soufflé au Saumon）、蛙腿（Cuisses de Grenouilles）、牛排配土豆（Bifteck avec pommes frites）、黄油煎小羊排（Noisettes d’agneau）等。

出席晚宴，着装较为讲究。女士，一般是颜色较深的无袖、较短的连衣裙或外衣；佩戴手镯、项链、耳环等；整理发型，发蜡不宜过多；袜子的颜色，视季节而定，冬季穿黑色的，夏季穿较透明的；天气凉爽时，可带上披肩；一般都带上个化妆包。男士，深色套服，白色长袖衬衫；领带新颖大方，不易过花；皮鞋上蜡，袜子长一些的为好。

餐厅迎接客人，宴请的主人不应迟到。如果与客人一同去餐馆，进餐馆时，主人应走在前面。如果客人中有女士，男士先进餐馆，需对女士彬彬有礼地说声：“太太，请允许我走在您的前面。”

餐厅座位安排，主人右边的座位留给社会地位最高的受尊敬的年长者，左边座位留给排行第二的客人。需等年长者坐下后，其他人才能入座。

餐具搭配比较讲究，第一道菜，用最外面的刀叉。如果是鱼，只用叉子就行了，这样可显得高贵。酒杯，大号的是水杯，中号的是红葡萄酒杯，小号的是白葡萄酒杯。所有的酒都是当着主人、客人的面开瓶以示尊重，保证是刚开启的新鲜酒。任何正式的宴会都不会对此有一点马虎，否则将会引起宾客的不快。

请客时间，午宴不宜过长，这样客人下午头脑还清醒，可以继续工作；晚宴，时间可以长些。

用餐付款，招呼买单，迅速看一眼单子，然后用信用卡支付，以避免掏出钞票，让客人觉得不自在；如果邀请主人是女士，客人是男士，女主人付款有三种办法，即进入餐馆时就将信用卡交给餐馆，或就餐结束时起身去柜台付款，或注视服务员，让他明白将由女主人付款。

4.服饰

法国人一向在服饰方面追求时尚。早在封建王朝时期，统治阶级对华丽和时尚衣着的提倡和鼓励、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法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巴黎于17世纪50年代就成为欧洲和世界时装中心，逐渐获得“世界时装之都”的美名。

法国人的服饰因阶层和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总的来看，法国人日常生活着装比较讲究舒服、实用和简便，但是依然要追求品位。首先，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穿戴选择根据个人的爱好，从款式、色彩到服饰配件的搭配都要注重表达个性和体现美感。其次，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着装不拘一格，千姿百态，在公共场所难以看到穿着雷同的人。为了剪裁合体和突出个性，相当多的法国人愿意定做自己的服饰，因此专门迎合个人爱好和需要的小裁缝店在法国特别是巴黎十分发达。总之，日常生活中的穿着也反映了法国人所受到的法国服饰文化的熏陶。

除了日常生活的着装外，法国人还讲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服饰。白天，蓝领（主要指体力劳动者）穿着蓝色劳动服；白领（主要指办公室职员）男士穿西服打领带，白领女士则穿职业套装或连衣裙。晚上，法国人无论哪个阶层，在参加活动时（出席晚宴、进剧院、访亲问友），都要认真梳妆打扮，穿上时髦和心爱的服饰，有时要换上晚礼服。

巴黎以“时装之都”闻名于世，主要还在于它的高档时装，因此巴黎时装实际上就是指高档服装。巴黎高档时装大多数是由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设计，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皮埃尔·卡丹、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Laurent）等，配以高档面料和华丽的饰物，再由服装技师用手工精心缝制而成。在法国，这种高档服装店也只有20多家，其价格十分昂贵。因此，去巴黎购置高档时装和穿着法国名牌服装成为西方世界的社会名流显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巴黎，每年举行两次高档时装表演：冬季的时装表演推出春季和夏季时装；夏季的时装表演推出秋季和冬季的时装。时装表演盛况空前。届时在巴黎，从名贵的时装店到一般的超市，从凡尔赛宫到杜依勒里公园，从爱丽舍田园大街到协和广场，到处都有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演出。高档时装表演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时装专家、客商、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他们从中获得了灵感，进行模仿或者再创造。在时装节上，人们可以了解到世界最新时装的发展趋势，以及服装发展的最新潮流。每年举办这种时装盛会已成为巴黎的传统。

5.婚姻

根据法国的传统习俗，法国人十分重视结婚联姻。至今，仍有许多法国人按照传统习俗结婚。按照这种传统习俗，经过媒人牵线搭桥相识或者在公共场合邂逅，男女双方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往相互感到满意后，男方托媒人向女方家长提亲。如果对方同意，这对恋人便可以联袂出席舞会或参加其他的公开活动。在这期间，各方都在了解对方的经济和财产情况以及对方的个人发展前途，决定是否订婚。如果同意订婚，则要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由女方设宴招待两家的亲友。在宴席上，男方家长向未来的儿媳赠送贵重的首饰。结婚前夕，新郎和新娘分别宴请亲友，表明与单身生活告别。举行婚礼的当天，新郎到女方家迎亲，然后由乐队开道，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和新娘在前，亲朋好友跟随其后，来到教堂或市府，由神父或市府官员主持婚礼。

法国人的婚姻观总的来说还是遵循传统的，绝大多数法国夫妻愿意在一起生活，双方都有牢固的感情基础，都能够厮守终身。但是，二战后一些年轻人的婚姻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反传统的现象。他们不重视公证结婚，更不重视结婚仪式了。他们认为自由同居比正式婚姻好。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追求性解放，把婚姻视为束缚了自由。另外，结婚容易离婚难，还造成财产的纠纷，而自由同居可以避免这些难题的发生。

6.家庭观念的变化

随着法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向城市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妇女参加工作和走向社会，使法国人在家庭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法国传统的家庭经常是长辈和小辈、父母和子女等几世同堂，共同生活，和睦相处。这种以大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正在起着变化，许多几辈同堂的家庭已经走向解体，无论长辈还是小辈都愿意分开各自生活。

第二，法国家庭中的长幼辈的等级宗法制度越来越淡化，那种敬老爱幼的传统正在被子女和幼辈讲究平等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所替代，从而也促进了法国人对待家庭的价值观的变化。

第三，晚婚的法国青年越来越多，第一次结婚的女青年推迟到27岁，男青年推迟到29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如失业、低收入等），主要是认为晚婚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第四，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相当多的法国青年男女甚至一些法国中、老年人，都认为婚姻像绳子束缚在身上不自由，他们宁可无拘无束地生活，从而造成结婚人数减少，结婚率下降。据统计，在法国，15及15岁以上人口的结婚率，1999年为51.0%，2006年为49.0%，2008年为47.8%，2009年为47.4%，2010年为47.0%，2011年为46.4%，2012年下降到45.8%。与此同时，法国离婚人数增长，离婚率逐渐地上升。据统计，在法国，15及15岁以上人口的离婚率，1999年为6.3%，2006年为7.0%，2008年为7.2%，2009年为7.3%，2010年为7.5%，2011年为7.7%，2012年上升到7.9%。30年前，10对夫妻只有1对离婚，而今天几乎是2对夫妻中就有1对离婚。调查表明，60%的离婚案件是由女方主动提出，男女双方共同提出和男方单独提出的离婚案件各占20%。

第五，男女同居现象越来越严重。从60年代中期开始，未婚同居的风气在法国盛行起来。60年代已经有40万对情侣同居。1990年和2000年同居分别达到152万对和254万对。喜欢同居的更多是法国妇女，她们认为这种方式比结婚更加平等，而且没有约束。许多法国青年男女也认为，同居是“试婚”的一种方式，经过同居若干年后，再去登记结婚较为理想。法国社会对同居现象予以认可，官方也予以承认。法国政府向同居者颁发证明书，同居者享有与结婚者相同的权利，如医疗保险、妇产保险、家庭补贴等，他们的子女也有合法的身份。目前，法国同居者比2000年略有减少，但仍有200万对同居，8个家庭中就有1个采取同居的方式。2/3的年轻人只同居不结婚。正因为如此，目前法国每10个出世的婴儿中就有近4个是非婚子。

第六，独身者越来越多。据统计，在法国，15岁及15岁以上的独身者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99年为34.8%，2006年为36.0%，2008年为37.2%，2009年为37.6%，2010年为37.9%，2011年为38.3%，2012年上升到38.8%。平均3个人中（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有1个人是独身者。由于失去家庭的幸福和欢乐，法国人在生活中越来越孤独。

第七，伴随着传统家庭观念的变化和离婚数量的增加，由父亲、或由母亲、或由养父养母抚养，或由继父继母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

法国家庭观念的变化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如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同性恋问题、艾滋病问题等，不一而足。

第三节 特色资源

一 名胜古迹

法国名胜古迹很多，有30多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与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等同为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现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卢瓦尔河流域的古堡群
 法国堪称古堡之国。中世纪开始兴建了许多古堡，达3.6万座，构成法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巴黎南部的卢瓦尔河流域以图尔为中心周围200公里地带集中了140多座古堡，是法兰西文明的见证。法英百年战争时期，法国王室曾到卢瓦尔河谷地区避难，王公贵族和达官贵人纷至沓来。他们在这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河谷大兴土木，修筑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城堡，作为休闲和享乐之地。古堡的建设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这些古堡星罗棋布地坐落在山谷绿荫树丛之中，古堡内部装饰豪华气派，雕梁画栋，独具匠心。参观卢瓦尔河流域的古堡，不仅把游客带入仙景，而且带回到遥远的年代，感受法国中世纪的历史生活。所以这段河谷被后人称为“君王河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些古堡中，最著名的有17座，如富丽堂皇的昂布瓦斯城堡（château d’Amboise），创作旷世名作《蒙娜·丽莎》［portrait de Monna Lisa，绰号称“拉约孔德”（La Joconde）］的达·芬奇（Da Vinci）曾经在这座城堡附近度过晚年并在城堡里谢世。此外，还有富有浪漫情调的“水上城堡”——舍农索（château de Chenonceaux）、贞德（Jeanne d’Arc）晋见王太子请缨抗英的希农城堡（château de Chinon）、达·芬奇亲自设计的尚博尔城堡（château de Chambord）等。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
 位于巴黎市中心东南偏南55公里处。枫丹白露原意为“美泉”。这里风景绮丽，森林茂盛，古迹众多，自古以来就是狩猎避暑的胜地。最美的是弗朗索瓦一世的画廊。室内有众多的寓意画、水果装饰品、花环彩带和丰富的石膏花饰、雕塑品，是带意大利风格的法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典范。在枫丹白露宫中有一个中国馆，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这座16世纪的宫殿，直到19世纪它的修缮扩建都未停止过，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众多著名的建筑家和艺术家参与了这座法国历代帝王行宫的建设。


凡尔赛宫（château de Versailles）
 位于巴黎西南15公里处，伊夫林省省会。17世纪由路易十四（Louis ⅩⅣ）下令修建凡尔赛宫殿和花园，后来成为三代帝王之家，法国的政治中心。

凡尔赛宫殿是欧洲最宏伟、最辉煌、最美丽的皇家宫苑。宫殿为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为标准的古典主义三段式处理，即将立面划分为纵、横三段，建筑左右对称，造型轮廓整齐、庄重雄伟，被称为是理性美的代表。其内部装潢则以巴洛克（Baroque）风格为主，少数厅堂为罗可可（Rococo）风格。凡尔赛宫是法兰西艺术的瑰宝。

这座以奶油色砖石砌成的庞大宫殿，以东西为轴，其中轴线长达3公里，南北对称。整个宫殿占地面积为111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11万平方米，园林面积为100万平方米。宫殿西面是一座风格独特的法兰西式大花园，风景秀丽，大小道路都是笔直的，形成几何图案。道路两旁耸立着栩栩如生的人物石雕，被称为“跑马者的花园”。其宫殿外观宏伟壮观，内部陈设及装潢也富有艺术魅力。500多间大殿小厅金碧辉煌，非常豪华。墙面多由五彩大理石镶制，或用锦缎裱糊。宫室里吊着各种巨型水晶灯，晶莹璀璨。主要宫殿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布满壁画和天顶画，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和国王战绩。著名的镜厅，位居宫殿中央西侧，长73米、宽10.5米、高12.3米。镜厅墙面嵌着17面长方形的大镜子，每面镜子由483块镜片组成，在光线的反射下闪闪发亮，令人头晕目眩。


朗布依埃城堡（château de Rambouillet）
 朗布依埃城堡位于凡尔赛市西南，它以古老的伊夫利纳（Yveline）森林中心的庄园——朗布依埃命名，地处谢弗洛兹（Chevreuse）上山谷天然公园中。城堡的花园向外延伸，水在小山谷低凹处流淌，并交错形成了6个小岛。拿破仑一世把朗布依埃城堡建成了一个狩猎聚集地和住宅区，1870年城堡成为法国国家财产。


圣日耳曼昂莱城堡（château de Saint-Germain-en-Laye）
 距巴黎西郊23公里，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艺术风格。它始建于16世纪，曾经是历代国王的行宫，路易十四诞生在这里。其周围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环绕。城堡现已辟为国家古代文物博物馆。圣日耳曼昂莱城堡附近是一座拥有4万人口的同名城市。


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
 法国著名古迹，又是天主教除了耶路撒冷和梵蒂冈之外的第三大圣地，位于芒什省一个小岛上，距海岸2公里。小岛呈圆锥形，周长900米、高88米，由耸立的花岗石构成。涨潮时，海水铺天盖地滚滚而来，淹没岛屿四周的沙滩，形成孤岛独悬；退潮时，滩涂无垠，岛陆相连。涨潮与落潮的潮差为14米，堪称自然奇观。古时这里是凯尔特人祭神的地方。公元8世纪，在岛上最高处修建一座小教堂城堡，奉献给天使米歇尔，成为朝圣中心，故称米歇尔山。公元969年在岛顶上建造了本笃会隐修院。1211～1228年在岛北部又修建了一个以修道院为中心的6座建筑物，具有中古加洛林王朝古堡和古罗马式教堂的风格。在这孤悬的袖珍小岛上修建规模宏大的建筑，创造了鬼斧神工的“西方奇迹”。其中的大教堂为欧洲哥特式建筑中最古老、最杰出的建筑之一。圣米歇尔山上还珍藏有数量可观的珍贵书籍，有“书城”之雅号。圣米歇尔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圣艾蒂安大教堂（cathédrale St-étienne）
 位于谢尔省会、法国的地理中心——布尔日市中心。始建于1195年，历时60多年才完工。是第一批哥特式建筑，隶属于同种风格建筑中的佼佼者。它以均匀的比例、雕刻、绘画以及彩色玻璃闻名。它设计风格俭朴，两个侧面的走廊、两个回廊，没有教堂的十字形翼部。它坐落在一个花团锦簇的花园中。由于没有十字形翼部，广场的空间获得了侧面的透视效果和紧凑感。第一个回廊的天花板的高度是21.3米，第二个是9.3米。两个回廊天花板高度的不同使第二个回廊也能像第一个那样修建三拱式拱廊和天窗。第一个回廊、小型化处理的第二个回廊和中心广场的空间构成了独特的金字塔空间形式。大门上粘贴的图画是《最后的审判》的主题画。其后右侧大门上的是“圣艾蒂安”主题画，左侧的是“圣母玛丽亚”的主题画。在欧洲的哥特式建筑中，圣艾蒂安大教堂堪称典范。


亚眠主教堂（grande cathédrale Amiens）
 位于索姆省亚眠市的索姆河畔。亚眠大教堂建于1220年，由3座殿堂、1个十字厅和1座后殿组成。其中十字厅长133.5米、宽65.25米，从地面到拱顶内侧高为42.3米。外观为尖形的哥特式建筑，墙壁几乎全被每扇12米高的彩色玻璃窗代替，几乎看不到墙面，开启了建筑史上的新阶段。教堂的墙壁上雕饰有基督教先知、信徒和法国历代国王的画像。教堂有巨大的连拱，拱门与拱廊之间用花叶纹装饰。教堂的支撑柱都是4根细柱和1根圆柱组成的束形柱。亚眠大教堂门洞里，表现宗教题材的雕像非常著名。三座门上的雕刻群表现各种宗教修养、圣人传以及创造大地的历史。因此有人称其为“石头上的百科全书”。正门雕塑的是《最后的审判》；北门雕塑的是殉道者；南门雕塑的是圣母生平，这一组组雕像被称为“亚眠圣经”，是极富表现力的雕刻精品。人们无一不为这座哥特式教堂的宏伟和雕刻群的瑰丽气势而惊叹折服。


普罗万（Provins）
 是法国塞纳—马恩省市镇，位于巴黎东南77公里处。它在中世纪是一座防御城镇。由于交通便利，它在12～13世纪成为香槟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重要市集，曾一度发展成为仅次于巴黎和鲁昂的法国第三大城市。2001年11月13日，普罗万古城和中世纪集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二 著名城市

法国有着许多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城市在世界上闻名遐迩。这里介绍其中的巴黎、圣但尼（Saint-Denis）、里尔、里昂、马赛、戛纳（Cannes）、尼斯、图卢兹、波尔多、南特、阿维尼翁和斯特拉斯堡。这些城市与中国北京的时差，在夏令制时（每年3月末最后一个周日至10月末最后一个周日）的时差为晚6小时，冬令制时（当年10月末最后一个周日至次年3月末最后一个周日）的时差为晚7小时。


巴黎
 法国首都，世界大都市之一。位于法国北部巴黎盆地的中央，市内面积105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224.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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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7个省连同巴黎市区形成法兰西岛大区，也称为大巴黎，总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

巴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最早，它只是塞纳河中间斯德岛（Cité）上一个高卢族的巴黎人居住的小渔村。公元4世纪，它逐渐发展成为小市镇，并取名为巴黎。6世纪初，巴黎成为法兰克王国的首都。自此以后，巴黎逐渐地向塞纳河两岸扩展，到18世纪前后巴黎已经成为一座大城市，包括巴黎发源区、香榭丽舍大街、塞纳河上的石桥、协和广场和卢浮宫等，相当于现在的1～10区范围。19世纪的第二帝国时期，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出现了大小凯旋门、歌剧院、埃菲尔铁塔、塞纳河上的金属桥、火车站和地铁等，相当于现在的11～20区范围。20世纪以来，在巴黎市边缘地区进行建设，修筑现代化的交通，扩大巴黎市的面积，从而使巴黎成为更加现代化的大都市。

巴黎是法国的政治中心，作为法国的首都，总统府、总理府、中央政府、议会两院、最高司法机构等中央政治机构都设在这里。巴黎还是国际活动的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地，许多国际专业机构也常设在这里。每年在巴黎都要举行许多国际会议、博览会和展览会。

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巴黎集中了全法国工业生产总值的约1/4。巴黎的工业，特别是汽车、飞机、电器、光学、精密仪器、纺织和化妆品等都很发达。巴黎还是法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在距离凯旋门以西仅5公里远的拉德方斯（La Défense），是法国和欧洲最现代化的商业区。在那里，建设有写字楼247万平方米，其中商务区215万平方米、住宅区1.56万套，拥有面积达10.5万平方米的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拥有67公顷的步行系统，集中管理的停车场设有2.6万个停车位，交通设施完善。拉德方斯已经成为世界三大CBD（中心商务区）之一，另两处为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它代表欧洲的现代经济形象。拉德方斯的标志性建筑是“国家工业科技中心”“四季商业中心”“新凯旋门”等。

巴黎是法国和欧洲交通中心，市内交通也十分快捷。巴黎共有三个机场：戴高乐机场、奥利（Orly）机场和布尔热（Bourget）机场。巴黎地铁自1898年第一条线路通车，到1938年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地下交通网。现在，巴黎拥有16条线路，全长180公里，设有360个车站，其中有100多个换乘站，基本上能够通向巴黎市各个角落和各个旅游景点。巴黎地铁在地下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四层结构，与地铁相连的还有4条快速地铁，全长约200公里，设有133个站，通向巴黎近郊区和远郊区及其景点。当然，巴黎地面公共汽车线路也十分密集。为了旅游方便，巴黎还专门开辟了旅游观光的汽车线路和塞纳河上游艇线路。此外，巴黎拥有1800多家旅店和9万多张床位，在住宿方面也非常方便。

巴黎市区塞纳河上的桥共有36座，建造年代不同，建筑式样各异。其中26座桥的历史在百年以上。这些用石砖、钢铁建造的桥记录了战争的演变，王朝的兴衰，历史的变革。多少电影艺术家、歌词作曲家，多少诗人、画家、文人墨客，曾在桥上沉思遐想，汲取灵感。巴黎的每一座桥都有一段历史，诉述着历史的变迁和人民的哀乐。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称“小桥”，连接西岱岛（ǐle de la Cité）和河的左岸，据说该桥已有2000年的历史。最著名的桥是“新桥”，最壮观的桥是“亚历山大三世桥”，还有“夏尔·戴高乐桥”。

巴黎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如现代巴黎的象征——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tour Eiffel）、世界三大建筑之一的哥特式教堂——巴黎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肃穆壮观的圣心教堂（Sacré-Coeur）、气魄宏伟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和著名的夏尔·戴高乐广场（place Charles de Gaulle）、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和爱丽舍宫（palais de l’Élysée）、建筑之花——枫丹白露、内有拿破仑墓的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雄伟壮观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和广场中心耸立的埃及尖顶方碑、著名的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艺术家心中的圣地——蒙马特尔（Monmartre）、令人敬仰的巴黎公社社员墙（mur des Fédérés），还有许多名人如雨果、巴尔扎克、周恩来等的故居，安放法国历史名人骨灰如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饶勒斯等的先贤祠（Panthéon），巴黎塞纳河两岸的风景，巴黎市内和郊区的许多宫殿和古堡群等，都令人流连忘返。

巴黎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它拥有60多个著名的博物馆和展览中心，除了陈列1.2万件精美艺术品的世界级博物馆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外，还有罗丹雕塑博物馆（musée Rodin）、毕加索博物馆、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时装博物馆、吉梅博物馆（musée Guimet）、法国历史博物馆、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艺术和新作博物馆、非洲与大洋洲博物馆、群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装饰艺术馆，还有几家展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博物馆。此外，尚有军事、海军、人文、自然、技术、海洋博物馆及钱币、邮政、广播、时装、电影、乐器、钟表、眼镜等博物馆，还有格雷万蜡像馆。

巴黎拥有许多著名的高等专科学院。其中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综合科技大学（Ecole Polytechnique）、国立行政管理学院、高等师范大学（Ecole Normale de Paris）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级技术、行政和管理人才。法国的总统、总理、部长和科学家等大多毕业于这些学校。设置在巴黎市环形路南边的巴黎大学国际城（Cité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里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宿舍，居住着各个国家的留学人员。

法国科学院、巴黎国家图书馆、别具一格的现代派建筑蓬皮杜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de Pompidou）、闻名遐迩的拉丁区（Quartier Ladin）、塞纳河畔的旧书市以及许多美术馆、剧院等，都散发着迷人魅力。巴黎还是文学家、艺术家的摇篮，其“街头艺术”——民间文艺活动长久不衰。法兰西大菜和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等，都极富魅力。

巴黎郊区有欧洲最大的迪斯尼游乐园。

巴黎代表着法国的浪漫和时尚，不愧为“世界之都”“浪漫之都”“花都”“光明城”“都市中的女王”“时装之都”的称呼。


圣但尼
 巴黎北郊的卫星城市，人口近10万。圣但尼堪称法国的“十三陵”。历代国王，从5世纪的克洛维斯国王（Clovis）到19世纪的路易十八（Louis ⅩⅧ），差不多都安葬在圣但尼的大教堂里。他们坟墓的雕刻是非凡的珍品。


里尔
 诺尔—加莱大区的首府，又是北部省的省会，也是法国北部的一个重镇。市中心有22.7万人，加上周围卫星城市共约101万人，从而形成了“大里尔”都市圈。它仅次于巴黎、马赛和里昂，为法国第四大都市。

里尔地处西欧心脏，高速火车南下巴黎不到一小时，通过英法海底隧道到伦敦也不过一小时多一点。交通的四通八达和便捷使里尔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金融、商贸和文化中心。

里尔市及其所在大区是法国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早先以冶金和纺织业为主，现已发展成综合工业基地。其铁路器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电力生产居全国第二位，印刷业居全国第二位，机械制造位居全国第三。欧洲最大的纺织企业——“霞日”集团（Groupe Chargeur）生产基地就在该地区。

里尔市中心的旧交易所是历史上著名的交易市场，其西北有一座军事城堡，即城堡式的要塞，其南部有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de Pasteur）。


里昂
 法国第三大城市，人口有48.4万。它位于索恩河和罗讷河的交汇处，是北欧南下和南欧北上的战略走廊。远在中世纪开始它就逐渐发展成为欧洲丝织业中心和丝织品集散地，故有“丝绸之乡”的称呼。目前，里昂纺织品产量占法国的80%。此外，里昂的冶金、机器制造、电力、化学、环保业都很发达。里昂大学在世界很有名气。1921年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革命和建设人才，如周恩来等。里昂市图书馆还珍藏着许多古版书和孤本书。里昂也是“法国烹调之都”，其美味佳肴久负盛名。

里昂拥有一座占地500公顷的古城，其名气与历史价值仅次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蓝色海岸”和马赛、戛纳、尼斯
 法国东南部延绵300多公里的地中海海滨通常被称为“蓝色海岸”。这里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风光旖旎。蓝色的海水、金黄色的沙滩、绿色的棕榈树，加上粉红色的屋顶嵌在山间，海面绿色的岛屿星罗棋布，构成了一幅幅绚丽的风景画。法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如马赛、戛纳、尼斯等像一串珍珠排列在“蓝色海岸”线上。一年四季，这里游人如织，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赐予的阳光、海水和沙滩。“蓝色海岸”是法国旅游业的第二大景点。

马赛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又是法国第一大海港。人口有85.1万。马赛是法国历史名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500名士兵进军巴黎途中高唱《马赛进行曲》，激发了革命的热情，后来它成为法国国歌，马赛的名字也就响亮于世界了。马赛港分为旧港和新港。旧港是15世纪路易十二时代所建。港湾呈长方形，航道狭窄，地势险要，为马赛的心脏地带，城市繁华街道都集中在这里。正对着旧港的伊夫岛（île d’If）是游览胜地，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ére）在《基度山伯爵》（Comte de Monte-Christo
 ）中描写的主人翁被囚禁的监狱就在此。新港是法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马赛市内还有中世纪的著名建筑和大教堂等古迹。

戛纳地处法国东南部，人口有10万。戛纳面对地中海，海水蔚蓝，高大的棕榈，彩色沥青铺路。沿岸耸立着国际会议中心和豪华的大饭店，港湾停泊着大大小小挂着各国国旗的游艇。这里几乎天天举行文艺活动和召开国际会议，其中每年5月中下旬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与柏林国际电影节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列为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所颁发的金棕榈大奖是各国电影业人士力争的对象。节日期间，世界各国当红的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向观众展示自己的风采。此外，戛纳每年还举办国际音乐节、国际香水节等，不一而足。每逢夏天，戛纳海滩上挤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或晒太阳，或下海游泳。晚上，滨海大街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对面的莱兰岛（île de Lérins）是旅游胜地，设有国际少年营地。东边不远的戈尔夫瑞昂（Golfe Juan）是当年拿破仑一世从囚禁的小岛逃回登陆并向巴黎进军的地方。东北部不远的格拉斯（Grasse）是著名的法国香水产地，素有“世界香水之都”的美称。瓦洛里（Valauris）则是法国陶器之乡，著名的画家毕加索定居之地。

尼斯地处法国东南部的帕隆河（Paillon）河口，濒临地中海，人口有34.3万。它呈现一派地中海式的旖旎风光：滨海林荫大道长达4000米，彩砖埔地，花坛似锦，棕榈摇曳，入夜灯火辉煌。尼斯拥有国际航空站、铁路线和海上航线，通向巴黎和国外重要的城市。尼斯每年2～3月间举行的狂欢节，与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和威尼斯狂欢节齐名。至今，尼斯狂欢节已经举办了129届，每届狂欢节时间持续3周左右。狂欢节期间，花车游行、观众欢腾、儿童嬉戏，直到深夜。街道两旁出售玩具、假面具、气球以及彩纸、彩带的摊位比比皆是。为了烘托狂欢节气氛，招揽更多顾客，摊主们还纷纷戴起了小丑帽和五彩假发。尼斯狂欢节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来尼斯观光游览。


图卢兹
 图卢兹位于法国西南部加龙河畔，人口有44.2万，是法国第四大城市。它同法国其他南部城市一样，散发着天然和古朴的气息。作为中比利牛斯地区的首府和一个开满鲜花的城市，它的魅力不仅来自丰富多彩的历史，而在于与未来紧紧相连的活动。

图卢兹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发展成为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中心。目前，它已经拥有了航空航天工业、化工、机械、电器、轻工业等多种行业，以及科技含量更高的机器人、信息、微电子、生物工程等新兴行业。其中，图卢兹的航空航天工业更是闻名于世，它的各种型号的空中客车、火箭是佼佼者。

在图卢兹市内，有许多文化古迹，其中有罗马式的大教堂以及中世纪的雅各宾修道院、剧院等。


西部和波尔多
 法国西部濒临大西洋，有陡壁悬崖、峡谷幽林，也有沙滩和阳光。布列塔尼是别具一格的法国乡间风光。圣米歇尔山是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圣马洛（St.Malo）是有名的石头城。昂热周围是古堡群。

波尔多地处法国西南部的加龙河下游，人口有23.9万。它是法国西南部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造船业和酿酒业十分发达。尤其是波尔多葡萄酒和白兰地酒闻名遐迩，其中红葡萄酒被列为世界葡萄酒的“皇后”。法国葡萄酒和其他名酒正是通过波尔多港口运往世界各地。


南特
 法国西部城市，位于卢瓦尔河河口，是卢瓦尔河大区首府和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省会。人口有28.5万，是法国第六大城市。

南特是法国西部大西洋重要港口和工商业城市。其工业主要有造船业、化学工业（主要是肥料和油漆）、机械制造业（机车和飞机零部件）、有色金属冶炼和食品等工业。在食品工业中，主要生产传统的果品和干货。港口贸易以进口石油为主。

历史悠久的南特老城区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大教堂，耸立着的古老城堡，纵横交错的狭窄街道，宁静的广场。在南特市区，充满文化的氛围。凡尔纳博物馆介绍“世界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生平及其作品，如脍炙人口的《气球上五星期》《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等。


阿维尼翁
 位于法国南部，沃克吕兹省省会，人口有9万。14世纪时，罗马教皇居住在这里的教皇宫，故阿维尼翁有“教皇城”之称。13世纪末，由于罗马政教各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直接威胁到教皇的安全。因此，在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pe Ⅳ）的支持和安排下，1309年教皇克莱芒五世（Clément V）决定从罗马迁居到阿维尼翁，直到1378年。由于教皇的迁居，教徒们就把阿维尼翁作为朝拜的圣地。从教皇宫俯视阿维尼翁城市，可以看到环城的城墙和12世纪遗留下来的横跨罗讷河的古朴桥梁。在这座哥特式建筑下面的广场上，小宫殿和圣母院教士的罗马主教堂构成了一组特殊的纪念碑，凸显阿维尼翁在14世纪基督教化的欧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阿维尼翁于1947年开始创办艺术节，每年7、8月间举行。它是法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艺术节之一。阿维尼翁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斯特拉斯堡
 地处法国东北部边境，阿尔萨斯大区的首府，下莱茵省省会，人口约有27.2万。它属于温带半大陆性气候，夏季温度高。它是法国东北部水陆空交通枢纽，新兴工业中心。斯特拉斯堡是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其他许多机构的所在地，故有“欧洲心脏”之称谓。

斯特拉斯堡古城具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老城区保持了完好的古老风貌：广场、教堂、博物馆、旧市场星罗棋布。城市西部河滨的“小法兰西”河道纵横，圣母院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 Dame）高耸入云，其建筑风格堪称哥特式建筑的典范。斯特拉斯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三 建筑艺术

在介绍法国的名胜古迹和著名城市中，会强烈地体会到在法兰西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存在着风格迥异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从教堂、城堡、宫殿、桥梁、钟楼到城市的布局、建筑、广场、集贸市场、民宅，无不渗透着艺术的风格，从而深深地感受到法兰西建筑艺术的魅力。正是这些建筑艺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观光者，从中获得灵感，激发出创造力。

1.建筑艺术发展史

早年凯尔特人（高卢人）建造了一些城堡神庙。公元前6世纪初，法国南部沿海地带出现了希腊的殖民地，这一带的建筑物使用了希腊的柱式。公元前2～1世纪，罗马征服高卢后在罗马艺术影响下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开始出现。公元8～9世纪，在查理大帝（Charles le Grand）倡导下，出现了复兴古代文化运动，11～12世纪中世纪艺术进入了繁荣阶段。在这期间，罗曼式（Roman）、哥特式（Goth）、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物相继风靡一时。

17世纪，法国进入了古典主义（classicisme）时期，其中，宫廷古典主义日益占上风。这种古典主义追求造型严谨，应用古典柱式结构，内部装饰丰富多彩。在这个时期，建造了许多宫廷和纪念性广场等建筑群，以及离宫别馆和园林，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仿效。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建筑艺术不再忍受古典主义的严肃理性和巴洛克的喧哗，从事追求华美和闲适，从而诞生了罗可可建筑艺术风格，并引领了欧洲建筑艺术的潮流。罗可可风格讲究精致典雅、小巧可爱，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这个时期，大量舒适安谧的城市住宅和小巧精致的乡村别墅出现了。当然，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艺术并没有消失，它仍然表现在一些建筑物中，如巴黎的协和广场和南锡市中心广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是古典复兴建筑活动的中心。法国流行折中主义建筑艺术，巴黎高等艺术学院是当时传播折中主义艺术和建筑的据点。总的来说，折中主义建筑思潮依然是保守的，没有按照当时不断出现的新建筑材料和新建筑技术去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建筑形式。折中主义建筑的代表作有：巴黎歌剧院，剧院立面仿意大利晚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并掺进了繁琐的雕饰，它对欧洲各国建筑有很大影响。

19世纪末，工业化的完成和科技革命的方兴未艾猛烈地冲击了法国的建筑艺术，促使法国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没落，加速了现代主义建筑艺术风格的兴起。其主要表现为以钢铁替代石料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设计和建设会馆、展览厅、博物馆、标志性建筑物、广场、住宅等。例如，1889年在巴黎建设了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1977年建成了酷似化工工厂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

20世纪80年代，法国建筑及建筑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喧嚣声日渐低落，建筑及其艺术的多样化表达却日益明显。但这些表现遵循的仍然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些基本原则，即运用现代机器美学的原理，将建筑的工业化特征加以艺术的表述，表达一种现代、高科技、光洁、精美，体现速度、效率与环境的建筑艺术风格。其代表作有巴黎的新凯旋门（Grande Arche）、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入口、法兰西国家图书馆等。

2.五彩缤纷的建筑艺术


罗曼式建筑艺术
 又称为罗马式的建筑艺术，因古罗马式的卷、拱而得名。它是以古罗马建筑艺术为基础，同时受到东方和蛮族文化的影响。它是9～13世纪法国主要建筑风格，其建筑形式以修道院和教堂为主。主要特征是厚实的砖石墙，狭小的窗口，半圆形拱劵，逐层的门框装饰，高大的塔楼。其代表作是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图尔市的圣马丹教堂（Basil St Martin）。


哥特式建筑艺术
 11世纪下半叶，哥特式建筑首先在法国北部兴起，随后向欧洲其他国家发展，一直延续到16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特点是，以垂直线和拱劵为主，给人挺拔、高雅之感。它采用细长的立柱代替墙面支撑整个建筑，立柱间的空间镶嵌了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十分鲜艳夺目。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它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西岱岛上，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堂。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1250年。它的建造全部采用石材，其特点是高耸挺拔，辉煌壮丽，整个建筑庄严和谐。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比喻它为“石头的交响乐”。站在塞纳河畔，远眺高高矗立的圣母院，巨形大门的四周布满了雕像，一层接着一层，石像越往里层越小。所有的柱子都挺拔修长，与上部尖尖的拱劵连成一气。中庭又窄，又高，又长。从外面仰望教堂，那高峻的形体加上顶部耸立的钟塔和尖塔，使人感到一种向蓝天升腾的雄姿。巴黎圣母院的主立面是世界上哥特式建筑中最美妙、最和谐的，立柱和装饰带把立面分为9块小的黄金比矩形，十分和谐匀称。后世的许多基督教堂都模仿了它的样子。

索姆省省会亚眠的亚眠大教堂（cathédrale d’Amiens）是法国哥特式建筑鼎盛期的代表作（122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长137米、宽46米，横翼凸出甚少，东端环殿成放射形布置7个小礼拜室。中厅宽15米，拱顶高达43米，中厅的拱间平面为长方形，每间用一个交叉拱顶，与侧厅拱顶对应。柱子不再是圆形，4根细柱附在1根圆柱上，形成束柱。细柱与上边的拱劵气势相连，增强向上的动态。教堂内部遍布彩色玻璃大窗，几乎看不到墙面。教堂外部雕饰精美，富丽堂皇。这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成熟的标志。

此外，还有马恩省兰斯市的兰斯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Reims），又称为兰斯圣母院和厄尔—卢瓦尔省省会沙特尔的沙特尔大教堂（cathédrale de Chartres），它们与亚眠大教堂和瓦兹省省会博韦的圣皮埃尔教堂一起，被称为法国四大哥特式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也很有名，其尖塔高142米。

法国哥特时期的世俗建筑数量很大，与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和形式很不一样。由于连年战争，城市的防卫性很强。城堡多建于高地上，石墙厚实，碉堡林立，外形森严。但城墙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城内嘈杂拥挤，居住条件很差。多层的市民住所紧贴狭窄的街道两旁，山墙面街。二层开始出挑以扩大空间，一层通常是作坊或店铺。结构多是木框架，往往外露形成漂亮的图案，颇饶生趣。富人邸宅、市政厅、同业公会等则多用砖石建造，采用哥特式教堂的许多装饰手法。


文艺复兴式（renaissance）建筑艺术
 15世纪产生于意大利，随后传到欧洲和法国，从而在欧洲各国形成了各自的建筑艺术风格。在法国，形成了法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艺术风格。

法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是，用精美大理石雕塑，以表现人文主义的人体立体雕像和浮雕装饰立柱和墙体，还以人文主义的人体绘画来装饰穹顶和墙面。法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艺术风格主要代表作是卢浮宫、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凡尔赛宫、荣军院。

卢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始建于1204年，历经800多年扩建和重修，特别在16世纪的改建中具有了文艺复兴式建筑艺术的风格。卢浮宫占地面积45公顷，建筑面积为4.8公顷。全长680米，整体建筑呈“U”形，分为新、老两部分，老的建于路易十四时期，新的建于拿破仑时代。宫前的金字塔形玻璃入口，是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是法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王宫，曾经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宣布作为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闻名天下，不仅仅在于其展品之丰富和珍贵，更在于博物馆本身便是一座杰出的艺术建筑。卢浮宫东立面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建筑的代表作品。自东向西横卧在塞纳河的右岸，两侧的长度均为690米，整个建筑壮丽雄伟。用来展示珍品的数百个宽敞的大厅富丽堂皇，大厅的四壁及顶部都有精美的壁画及精细的浮雕，处处都是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让人叹为观止。参观这座艺术殿堂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美好享受。

巴黎市政厅是巴黎自1357年以来的市政厅所在地，位于巴黎市区塞纳河北岸。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包加多尔（Bocador，绰号红胡子）设计，1533年动工。红胡子沉浸于文艺复兴精神，拆除“柱房”，制定了高大、宽敞、光明、完善的建设计划。该建筑1628年才完成。目前的巴黎市政厅是在1871年5月原大楼被焚毁后重新修建的。

新落成的市政厅长120米，宽50米，内含三个庭院。除中央主楼接近原貌外，其余建筑均反映19世纪盛极一时的新文艺复兴风格。主楼正面的壁龛饰有196座名人塑像，右侧栏杆上两组青铜群雕分别象征“科学”和“艺术”，主楼正面的两组石雕象征“劳动”和“塞纳河与马恩河”；钟座上方雕塑名为“巴黎市”，三角楣上的两座雕塑分别象征“谨慎”和“警惕”。市政厅内部装饰极其华丽。各类风格的油画、壁画、镶嵌画、饰毯等装饰工程曾调动150位艺术家，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


巴洛克式建筑艺术
 17～18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巴洛克一词的原意是奇异古怪的珍珠。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这种风格在反对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调和表达世俗情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城市广场、园林艺术以至文学艺术部门都产生影响，一度在欧洲广泛流行。随后，法国成为巴洛克世俗建筑中心，修建了许多巴洛克式的城堡、广场、宫殿等。法国巴洛克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是凡尔赛宫宫内装饰、路易十四广场、胜利广场、巴黎郊区的拉斐特城堡（Maisons Laffitte）等。


罗可可式建筑艺术
 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是在巴洛克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罗可可风格的基本特点是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纷繁琐细。罗可可风格的装饰多用自然题材作曲线，如卷涡、波状和浑圆体；色彩娇艳、光泽闪烁，象牙白和金黄是其流行色；经常使用玻璃镜、水晶灯强化效果。罗可可建筑艺术风格反映了法国路易十五（Louis XV）时代宫廷贵族的生活趣味，故别称为“路易十五式”。罗可可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在庭园设计、室内设计、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方面。由于当时法国艺术取得欧洲的中心地位，所以罗可可艺术的影响也遍及欧洲各国。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是巴黎苏俾士府邸公主沙龙和凡尔赛宫的王后居室。


现代主义建筑艺术
 以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理念设计和建造房屋、标志性建筑物、展览馆等，并用钢铁代替石料作为建筑的基本原料。其代表作是埃菲尔铁塔、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等。

埃菲尔铁塔屹立在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畔。1884年，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和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法国政府决定修建一座永久性纪念建筑。经过反复评选，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Alexandre Gustave Eiffel）设计的铁塔被选中，1889年建成后铁塔就以埃菲尔的名字命名。塔高320多米，4个塔墩由水泥浇灌，塔身全部是钢铁镂空结构，共有1万多个金属部件，用259万个铆钉连接起来，灯泡2万个，总重量约为11500吨。埃菲尔铁塔是世界上第一座钢铁结构的高塔，铁塔共有4层，每层有一个平台，在铁塔塔顶可以观赏巴黎全城迷人的景色。从1985年圣诞节起，铁塔改用碘钨灯照明，夜晚塔身呈现金黄色，既节省电，也更加美观。埃菲尔铁塔已成为法国和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于1977年建成。整座建筑占地7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共10万平方米。文化艺术中心的外部钢架林立、管道纵横，并且根据不同功能分别漆上红、黄、蓝、绿、白等颜色。因这座现代化的建筑外观极像一座工厂，故又有“炼油厂”和“文化工厂”之称。中心大厦南北长168米、宽60米、高42米，分为6层。大厦的支架由两排间距为48米的钢管柱构成，楼板可上下移动，楼梯及所有设备完全暴露。东立面的管道和西立面的走廊均为有机玻璃圆形长罩所覆盖。大厦内部设有现代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和工业设计中心。它南面小广场的地下有音乐和声学研究所。中心打破了文化建筑所应有的设计常规，突出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同文化艺术的密切关系，是现代建筑中重科技派的最典型的代表作。


后现代主义建筑艺术
 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建筑艺术混合了现代主义建筑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从而使法国建筑艺术日益多样化。其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利用现代建筑的设计理念，并充分使用高科技和新兴的原材料，表现现代化的建筑物，如巴黎的新凯旋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等。

新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兴建的标志性建筑，于1992年建成。它是一座结构简洁却又惊人地壮观的巨大建筑物。从远处望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门框”，屹立在拉德方斯新区的现代建筑之中。正因为它的造型与戴高乐广场的凯旋门十分相像，所以又被人们俗称为“新凯旋门”或“现代凯旋门”。新凯旋门与市中心的卢浮宫及凯旋门在同一条轴心线上，卢浮宫高25米，凯旋门高50米，于是决定把新凯旋门的高度确定为100米，正好是成倍增长，步步高升。同时又因为卢浮宫门前的广场宽100米，香榭丽舍大街的宽度也是100米，所以新凯旋门的宽度也就确定为100米。把城市建设的整体性与艺术性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确实令人赞叹不已。新凯旋门与老凯旋门都被人称为“门”，但在实际用途上却是截然不同的。老凯旋门完全是一座纪念性建筑，新凯旋门则有着实实在在的使用价值。新凯旋门两边的门柱其实是两座百米高的办公大楼，而顶部相连起来呈门状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餐厅和空中花园。整座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里面不仅设有政府的办公机构，而且还设有国际通信中心、会议中心、展览馆、画廊和音乐厅等，每年这里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客人和观光者。

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又称为“密特朗图书馆”（bibliothèque Mitterrand），1995年建成。密特朗图书馆位于巴黎东南塞纳河边。这座由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决定建造的超级图书馆占地7.8公顷，总面积为35万平方米。它以4幢直插云霄相向而立形如打开的书本似的钢化玻璃结构的大厦为主体，4座大厦之间由一块足有8个足球场大的木地板广场相连。中央是一片苍翠茂盛的树林，围绕着这片浓密的树林是它的两层阅览室，其中有2个主阅览室分别均有2个足球场大小。图书馆拥有2000个座位的普通阅览室和1500个座位的学者阅览室，珍藏了1100万册书籍，30万余种杂志，2000份专业资料和1500万幅珍贵的版画等。新楼除阅览室外，还有1个视听室、1个大会议室、6个小会议室，以及每年举行各类文化活动像音乐会、研讨会、展览的设施。图书馆设有餐厅、咖啡厅、专卖店、书店等，为读者提供各种便利服务。




 [1]
 以下城市人口数字均为2010年的统计数字。


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上古简史

一 史前时期（公元前1000年以前）

公元前50万年，在法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他们是旧石器时代的远古居民，普遍使用火，用粗石、兽骨和兽角制造工具，穴居，以游牧、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些远古居民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从事原始艺术的创造，特别是洞穴艺术的创造，它包括雕刻和绘画两种形式。在多尔多涅河和索姆河之间的地带所发现的洞穴画，画中的野牛和驯鹿栩栩如生，显示了当时游牧和狩猎的社会生活。

公元前约5000年，法国的远古居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些古老居民开始大规模地垦荒，种植大麦、稞麦、小麦和黍，农业替代了渔猎业。他们饲养山羊、绵羊、牛、猪、马、狗等家畜。他们以羊毛和麻来纺线，织成布匹，制作衣服。他们以磨光的石器作工具，以黏土烧制陶器，编织渔网等。这个时期，在法国出现了闻名欧洲的巨石文化，其中在西部的布列塔尼和西南部的夏朗德尤为著名。这些巨石古冢和巨石古道显示了当地居民发达的造石工艺。

公元前约2000年，法国的古老居民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他们开采锡矿和铜矿，并用这些金属混合熔炼来制造斧、匕首、刀、剑等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还用来制造项圈、手镯、指环等装饰品。在农业方面，他们进一步扩大耕地和农作物品种，开发山区和森林。他们开始加强了对外的交往。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金属武器和装饰品表明，在青铜器时代的末期，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已拥有特权，法国原始社会中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正是青铜器时代的末期，中欧、希腊、西班牙和埃及等地的氏族和部落纷纷向法国殖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有别于当地居民的习俗和礼仪，从而使法国于公元前约1000年进入了铁器时代，它宣告了法国史前时期的结束。

二 凯尔特人的高卢（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8年）

公元前约1500年，被希腊人称之为“凯尔特”人，又被后来罗马人称之为“高卢”人的部族首次来到法国的中央高原及其周围地区并在此过着游牧生活，后来又来到塞纳河流域和北方。他们与当地人混合融合，形成了新的种族群落——原始凯尔特人。公元前1000年，第二批来自中欧的凯尔特人用火葬仪式代替了土葬，即骨灰瓮文化。到公元前500年，在整个法国大地上都有凯尔特人的足迹。他们沿着河流和草地开辟牧场，砍伐森林，建立村庄。他们用木料和黏土建造住房，在地面上以麦秆或干草为垫，铺上兽皮为床。在住房周围有围墙，院子里挖有储藏粮食的土窖。凯尔特人进一步与当地土著人以及先后来到高卢的其他氏族和部落融合。根据估计，高卢人在公元前1000年约有70万人，公元前400年增加到300万人。到罗马人征服高卢之前，高卢人有400万～1600万人。

凯尔特人已进入了铁器文化时代。他们在高卢开发铁矿，其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用铁制造各种刀、斧、箭镞和矛头，而且还能制造出具有特色的铁犁铧、铁镰刀、雕镂花纹及带有图案的短剑。

在经济方面，凯尔特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在高卢的土地上集体占有耕地，使用马和铁制农具进行耕作、种植和收获。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和大麦，其次是在不同的地区种植黍、黑麦和燕麦。他们还栽培甜菜、洋葱、蒜等蔬菜，以及亚麻、大麻等经济作物。他们还在地中海沿岸种植葡萄，并以此酿造葡萄酒。凯尔特人饲养马、牛、羊、猪等，其中尤为擅长养马和羊。

凯尔特人以手艺灵巧著称，拥有一批著名的木匠、车匠和箍桶匠。他们在金、银等金属加工方面的技术有相当高的水平，加工带有装饰图案和雕刻花纹的手镯、别针和腰牌，将兵器和头盔装饰得华丽多彩。正是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凯尔特人开始了商业活动，他们不仅在各个部落之间开展商品的交换，而且还同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往来。他们向外输出金、银、锡等及其手工艺品，以及牲畜和皮制品等，输入象牙、珊瑚、玻璃制品、青铜器、酒等。为了方便内外贸易，凯尔特人还在高卢修建道路，设置商品集散地、码头，建立关卡。为了商业和贸易的需要，凯尔特人开始铸造原始的货币，其式样和图案或仿造希腊的钱币，或铸造各种人物和几何图形。

在社会制度方面，凯尔特人在公元前1000年处在父系氏族社会中，部落是最高的社会组织。公元前1世纪在高卢约有数百个这样的部落，并结成60多个“族”（Populus）和“邦”（Civitas），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各邦之间被茂密的森林、山川和沼泽隔开。各邦都是独立的，根据地理条件设置堡垒式的城墙。现在法国的某些城市，都是以当时的高卢部落来命名，如巴黎来自部落巴里西人（Parisii），亚眠来自安比亚尼人（Ambiani），南特来自南内特斯人（Namnetes），普瓦捷来自皮克塔维人（Pictavi），图尔来自图罗内人（Turones）。各个部落内，设有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领。人民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讨论和决定战争、结盟等部落内的重大问题。军事首领在战争期间拥有军事指挥权，但要受到人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制约。

公元前1世纪，贵族、酋长、军事首领、祭司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和财产，平民和奴隶日益受到剥削和压迫。这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斗争也十分激烈。凯尔特人的原始公社开始解体。

凯尔特人的宗教因地而异，多种多样。尽管凯尔特人的宗教有差别，但都有一种尊奉大地为母的古老观念：大地既是生命的源泉，又是死者的归宿。

三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公元前58年～5世纪）

公元前58年，罗马军事统帅恺撒应高卢埃杜安部落（Eduens）的请求，率领军队远征高卢，击败了已占领高卢东半部的日耳曼部落埃尔维特人（Helvètes）和叙埃沃人（Suèves），并把他们赶回到原来的定居点。恺撒趁此机会将自己的部队留下驻扎在高卢。到公元前约56年，罗马军队占领了整个高卢，高卢沦为罗马帝国的行政省。恺撒在高卢的各个重镇和交通要冲驻扎军队，建立冬令营，强迫高卢诸邦提供人质和纳贡。

罗马帝国给高卢带来奴隶制的模式，加速了高卢原始社会解体，使高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极大程度地罗马化。高卢的地主贵族使用奴隶从事田间和家务劳动，开采矿藏和进行公共工程。奴隶主在奴隶身上烙上印记，任意鞭打、监禁和处死奴隶。高卢的凯尔特语为拉丁语所代替，并经过长期的演变成了法语。罗马帝国还强迫高卢人信奉基督教，严禁其他宗教，违者以死刑论处，从而使高卢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多神教，改奉基督教。

罗马帝国在对高卢进行残酷的统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使高卢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高卢的农业进一步转变为多种经营，生产的谷物、橄榄油、葡萄酒、火腿等农副产品远销罗马帝国各地。采矿、冶金、采石、烧陶、毛纺织品等行业十分繁荣。毁于战火的高卢主要城镇在布局和建筑风格上吸收了罗马城镇的特点建立起来，如街道呈南北或东西走向，十分笔直和整齐；市中心有一大广场，点缀着神庙、凯旋门、竞技场、剧场；城镇周围建有四方塔楼保护着的坚厚的城墙。至5世纪，全高卢有100多座这样的新城镇。

罗马帝国对高卢的统治延续了几百年。2世纪末，高卢经济开始走向衰落，手工业凋敝，大批农民破产。在此期间，不堪忍受残酷的奴役和压迫的高卢人民多次举行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占领者。到公元3世纪，日耳曼部落纷纷入侵高卢，从而使罗马帝国在高卢的统治及其奴隶制度逐渐走向崩溃。

第二节 中古简史

一 中世纪初期（5～10世纪）

375年，匈奴人向西扩张，迫使定居在莱茵河和多尔多涅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大举南下，出现了所谓的“民族大迁移”，高卢由此被日耳曼部落逐渐分割。

在高卢境内的日耳曼部落中，定居在默兹河和埃斯科河［Escaut（Scheldt）］之间的法兰克人在酋长克洛维斯的率领下于5世纪后期开始南征北战，逐渐吞并了其他日耳曼部落，占领了整个高卢，从而使克洛维斯从一个部落的酋长一跃而为法兰克国家唯一的国王，把部落军事领袖的权力转变为世袭的王权，并移驻巴黎。自此，在高卢建立起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公元481～751年），即墨洛温王朝（Mérovingiens）。

墨洛温王朝在打败罗马帝国的军队后，于507年征服了西哥特王国（Visigoths），于534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Bourgogne），挫败了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个部族。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已拥有广阔的疆土，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的西部地区。

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法兰克王国把夺来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一种是在农村建立起农村公社，把土地分给公社社员，为集体所有；另一种是把土地赏给贵族和教会，由地主使用农奴耕作劳动。在这期间，农村公社和大地主所有制并存。7～8世纪，随着农村公社社员的分化和破产，大地主所有制逐渐占统治地位，从而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并普及起来。

墨洛温王朝的官吏由王室家臣和地方长官组成。王室家臣有宫相、大法官、传旨官和御马监等。宫相原本是管理王室庄园的财产和财务的管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势力日益加强，其地位也越来越突出，高踞于其他官员之上。墨洛温王朝末期，大权旁落到宫相手中。8世纪，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废除了土地赏赐制度，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即把土地分封给大地主，后者必须向分封的王国承担骑兵义务。受封者死后必须将土地交回，不能世袭相传，这种分封制被称为“采邑制”。查理·马特正是依靠采邑制建立起骑兵武装，迅速地壮大起来，实际上成了法兰克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751年，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继任宫相后，利用教会的支持废除了墨洛温王朝，建立加洛林王朝（Carolingiens）（751～987年）。为报答教皇，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了伦巴底人（Lombardie），迫使伦巴底国王将所侵占的罗马中部地区的城镇交给了教皇统治。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丕平献土”。从此，在法国出现了一个世俗的教皇国。

丕平的继任者查理曼（Charlemagne，意为查理大帝）频频发动战争，极大地扩充了加洛林王朝的版图，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该帝国东部抵达易北河和多瑙河，西部临大西洋，西南部伸到西班牙，北部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南部到意大利中部。800年，罗马教皇给查理加冕，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法兰克王国改称查理帝国。

查理大帝把土地分封给大封建主和贵族，大封建主和贵族再分封给小封建主和小贵族，如此类推，形成了一整套的封建等级制度。10～11世纪，查理大帝推行爵位制：国王是最高封建主，下面依次是公爵、伯爵、子爵、男爵，边区封为地侯，最低爵位是骑士。下一级封主是上一级封主的附庸，附庸要服从封主，封主也要保护附庸。这样，国家的权力被封建主分割，从而形成了分权君主制。

日耳曼各族占领高卢后，开始编创法典，将其习惯法变为成文法。其中克洛维斯国王晚年所编撰的《萨利格法典》，反映了5～6世纪法兰克社会的状况。在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通行的司法原则是“法随人定”，国王的法庭是最高法庭，伯爵和子爵也都享有司法权。贵族在他们的庄园内则拥有对居民的私人审判权。

法兰克国家的文化是罗马帝国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碰撞的产物，特别是受罗马帝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教会是法兰克封建文化的体现者，教育、学术、文学、艺术等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

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莱茵河以东归日耳曼路易（Louis Germains），即东法兰克王国；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Schelde）以西归秃头查理（Charles le Chauve），即西法兰克王国；从北海到意大利中部归洛泰尔（Lothaire）。870年，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瓜分了洛泰尔的治地，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就基本上构成了法兰西国家的疆域。西法兰克王国由于严重的封建割据使其领地仅限于巴黎一带，又叫“法兰西岛”。从9世纪末起，加洛林家族和罗贝尔家族（Robert）之间争夺王位达100年。987年，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绝嗣，罗贝尔家族的于格·卡佩（Hugues Capet）登上王位，建立了卡佩王朝。自此，法兰克王国（Royaume des Francs）改称法兰西王国（Royaume de France），“法兰西”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

二 中世纪中期（10～15世纪）

中世纪中期，法国先后经历了卡佩王朝（987～1328年）和瓦卢瓦王朝（Valois，1328～1589年）。这两个王朝是法国政治统一的重要时期。

卡佩王朝初期，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地仅仅限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各大公国、伯国恃势割据，有如独立王国。英国通过联姻和继承关系占领了法国西部的大片领土，约占当时法国国土的一半以上。日耳曼君主是法国国土统一的障碍。12世纪初，国王路易六世（Louis Ⅵ，1108～1137年）花了30年时间，首先把王室内不驯从的封主制服，从而巩固和加强了王权和王室的地位。接着，路易七世（Louis Ⅶ，1137～1180年）和菲利普二世（PhilippeⅡ，1180～1223年）与英国展开了斗争。尤其是菲利普二世外交和军事手段兼施，并经过与英国三个国王的战争，收复了大部分被占领的国土。1214年7月，在布维讷（Bouvines）战役中，法军击溃了英王、日耳曼皇帝和弗朗德尔伯爵（Flandres）的联军。布维讷战役被称为法国第一次民族胜利，菲利普二世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法国统一的“建筑师”。

路易九世（Louis Ⅸ，1226～1270年）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统一币制，控制司法权，建立正规军，平息封建领主的叛乱等，从而促进了法国的统一。卡佩王朝千方百计削弱教会的势力，菲利普四世（Philippe Ⅳ，1285～1314年）利用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突然去世的机会怂恿新教皇把教廷从罗马迁至靠近法国边境的阿维尼翁。此后近70年，教皇处在法国国王控制之下，历史上称为“阿维尼翁之囚”。

1302年，菲利普四世为解决征收新税问题召开了法国历史上首次由僧侣、贵族和市民参加的全国三级会议。1308年他为开辟财源再次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的召开使法国的政权形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形成了等级君主制。

1328年菲利普四世死后无嗣，由支裔瓦卢瓦家族继承了王位，称为瓦卢瓦王朝。1337～1453年，法国与英国进行了百年战争。战争初期，法国受挫，土地大片失陷，国王被俘虏，再加上黑死病流行，法国丧失了数百万人口。巴黎市民和巴黎北部的农民先后起义，尤其是造反的农民提出了“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的响亮口号。尽管起义被镇压下去，但是却使许多农民摆脱了依附地位。直到1453年，法军才彻底打败英军，百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至此，法国基本上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巴黎作为法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

在此期间，法国文化得到了发展。12世纪开始，除了教会学校外，还出现了许多城市学校，1215年创建了巴黎大学，此后一些重要城市都成为法国的教育中心。在文学方面，法国出现了许多体裁的文学，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城市文学、宫廷文学、民间文学等。以巴黎圣母院为代表的哥特式的建筑艺术达到高峰。

三 中世纪晚期（16～18世纪）

17世纪下半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得到高度的发展。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年）亲政，不再需要首相，自称“代表整个民族”“朕即国家”“法律出自我”。他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极大地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他进一步推行重商主义，建立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推行保护关税的政策，成立对外贸易公司，鼓励商品出口。他建立“王家工厂”，修铁路，开凿运河，取消国内部分关卡，降低税率，鼓励工业生产。他还竭力推行殖民政策，参与西欧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竞争，大大地扩展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路易十五（Louis ⅩⅤ，1715～1774年）统治时期，法国王室过着奢侈糜烂和挥霍无度的生活，财政拮据；另外，路易十五继续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对外战争连绵不断，耗费了法国的财力和人力。尤其是1756～1763年，法、奥联合对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涉及欧洲、北美和印度，但是，法国遭到惨败，它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被英国夺取。

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前夜，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其中尤以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为最。一些手工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可观，雇工数量往往以千百计。18世纪中叶，机器生产在法国开始出现。在纺织业中，纺纱机、织布机和印染机先后采用。法国开始了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对外贸易方面，法国不仅同欧洲国家有贸易往来，而且与西亚、北美、北非、西印度洋群岛的贸易也很频繁。在农村，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驱逐佃农以扩大领地，雇用农业工人，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国社会结构也进一步发生变化。从第三等级中又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最上层的是金融资产阶级，包括转化为地主的资产阶级、买到官爵的资产阶级、包税人、银行家、军火供应者、国家特许公司的股东等。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因此强烈要求自由发展经济，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推翻障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封建主义制度。自由职业者，如律师、作家、教师和医生等是中间阶层，他们接受启蒙思想，严厉批判旧制度，主张温和的改良或激进的改革。广大农民（包括农业工人）更是法国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丝毫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农民不断地掀起造反和起义的浪潮，到18世纪末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在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出现了启蒙运动。它们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教育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它们的代表人物是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狄德罗（Diderot）、孔多塞（Condorcet）等。他们通过著作和文章，高举理性的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和宗教，启发人们的理智，为革命作舆论准备。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ⅩⅤⅠ，1754～1793年）在位期间，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迅速衰落，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接踵而来。1789年春天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他们要求分配土地，取消封建贡赋和贵族特权。法国资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领导即将来临的革命大风暴。

第三节 近代简史

一 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在凡尔赛宫召集了中断已久的三级会议。在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于6月17日通过决议，宣布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改称制宪议会，以便从事立法和制定宪法。国王进行反扑，调兵前来镇压起义的巴黎人民，并宣布解散制宪议会。7月14日，忍无可忍的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堡垒的巴士底监狱（Bastille）。这一天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从攻克巴士底监狱起，革命席卷了法国各地。正是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政权从王室转到了制宪议会手中。制宪议会于8月4日至11日陆续通过决议（即《八月法令》）：废除教会的什一税，减少农民的某些税务，取消封建领主和贵族的特权，废除领主的狩猎、兔囿、鸽舍权和司法权。8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Citoyens et des Hommes，简称《人权宣言》）。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言论、信仰、著述和出版自由；人民主权、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宣言第一次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思想和提出的主张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宣言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意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路易十六准备反革命政变，于10月初召集反动军官聚集在凡尔赛宫。消息一经传出，革命的群众十分愤怒，结队涌向凡尔赛。在愤怒的巴黎人民面前，路易十六被迫答应批准《人权宣言》。与此同时，制宪议会加紧制宪工作和进行改革。1791年9月3日，制宪议会通过了宪法，即1791年宪法。该宪法规定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1791年10月1日成立新的立法议会。在该立法议会中，斐扬派（Feuillants）坚持君主立宪制，是右派，占多数；吉伦特派（Girondes）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属中间派，占第二位；雅各宾派（Jacobins）是激进民主派，属左派，人数较少。1792年8月10日，巴黎群众再一次发动起义，攻入王宫，逮捕国王路易十六。立法议会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君主制，通过了召开国民公会的决议。国民公会召开之时，立即宣布废除王政，并于1792年9月22日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国民公会还颁布革命历法，把建立共和国这一年称为共和元年。国民公会中占多数的吉伦特派执政以后，在人民的坚决要求下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吉伦特派统治期间，国际上在英国积极策划下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在国内爆发了王党的武装叛乱，经济恶化，物价上涨。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吉伦特派倒行逆施，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愤怒，终于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于1793年6月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政权转到雅各宾派手中。

雅各宾派时期，其领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首先解决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使一些贫苦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豁免农民的各种义务（包括地租和封建苛税），从而使广大的农民都成了小土地私有者。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24日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即1793年宪法（或称共和元年宪法）。宪法宣布法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设置由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产生的立法会议、执行会议。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等自由，人民还拥有起义权。1793年宪法是法国宪法史上最民主的宪法，它对欧洲和世界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1793年7月起，法军在前线连遭失败，英国、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军队纷纷攻入了法国领土。国内叛乱蔓延到60个郡。消息传到巴黎，愤怒的群众于9月4～6日连续举行大规模武装示威，要求采取极端措施。国民公会被迫于5日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制定全面限价法令，实行恐怖政策等。违反法令者按嫌疑犯对待。国民公会还于10月10日通过决议，将临时政府改为革命政府，行政官员必须接受救国委员会监督。正是这些恐怖的统治，击退了国内外敌人猖狂的进攻，遏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稳定了政局。从1794年春开始，雅各宾派逐渐取消某些极端的政策，但仍然存在一些滥用恐怖手段的行为。到6月，罗伯斯庇尔为了摆脱困境，进一步加强了恐怖统治，使恐怖扩大化，从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越来越孤立。

反对“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及其恐怖政策的各派人物结成热月党（Thermidoriens），于1794年7月27日发动“热月政变”并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热月政变”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上升路线的终止，此后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低潮。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体系，促进了欧洲各国革命的到来。

热月政变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温和派手中。在热月党人统治期间，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最高限价法令，解散巴黎革命市政府，释放一部分在押的不合法律手续的嫌疑犯，恢复经济自由，结束恐怖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正常统治秩序。与此同时，热月党人坚决打击和镇压逃亡的贵族和王党分子的暴动，捍卫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通过共和三年宪法。新宪法规定成立督政府的集体行政制度。第二督政府期间，王党分子的叛乱接连不断，热月党人政权因镇压人民运动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热月党的内部纷争，欧洲第二次反法联盟的侵略，造成了政治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于1799年11月9日发动了政变（即“雾月18日政变”），成立了以拿破仑为首的执政府。雾月政变和执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

二 执政府（1799～1804年）和第一帝国（1804～1815年）

执政府期间，拿破仑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法律、宗教方面的措施。

拿破仑于1800年击溃了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并向奥地利南部进军，迫使奥地利皇帝签订和约。他于1802年粉碎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解除了对法国的外来威胁。他为了争取天主教的支持，于1802年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承认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他严惩王党复辟分子。他整顿财政，改革税制，使国家财政走向稳定。他取消了自大革命以来实行的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长官均由中央任命，从而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制度和一整套官僚机构。

拿破仑为了巩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亲自主持和制定了《法国民法典》，并于1804年3月正式颁布。这部法典，是根据大革命前后所颁布的法律、法令、法学家的学说和罗马法制定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规定，体现了全体公民民事权利的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法典确定了新的土地关系，肯定了小农经济所有制，保证农民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这部法典不仅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拿破仑在执政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资本主义制度。元老院为了报答他，于1802年宣布第一执政为终身任职，于1804年5月把共和国改为帝国。同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称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Ⅰ）。从此开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

拿破仑在成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后同英、俄争夺欧洲的霸权，相继粉碎了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反法联盟。到1810年，法兰西第一帝国控制了除英国以外几乎全部西欧国家和地区。拿破仑所到之处，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封建基础，或多或少地废除了封建义务，推广了《法国民法典》，促进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法兰西第一帝国期间，拿破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皇帝任免省长，省长则对地方进行统治。保民院被废除，立法院形同虚设。拿破仑通过听命于他的参事院和元老院来直接颁布法令。他改组司法部门，改变陪审员的遴选方式。他设置一批世袭的封土爵位，分别赐给文武功臣。但受封者只冠以名义和领取俸禄，并不真正享有领主的权利和占有土地。拿破仑创立帝国贵族，建立起一整套宫廷官制，恢复了繁缛的朝仪。为了战争和个人独裁的需要，拿破仑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自由，对出版社、印刷所、剧院等建立审查制度。

拿破仑继续主持和制定其他的法典，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1807年的《商法典》、1808年的《刑事诉讼法典》和1810年的《刑法典》，统称为《拿破仑法典》。他整顿文化教育，建立公立学校，统一教学计划和学校纪律，建立国家师资考试制度等。他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家，鼓励科学研究，从而在第一帝国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科学家。

拿破仑的穷兵黩武，加上农业危机和商品匮乏，法国人民不堪重负，反抗拿破仑专制独裁的斗争日益高涨。在被法兰西帝国侵占的土地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也在奋起反抗。拿破仑已经内外交困。他企图以征服俄国来挽救危局，于1812年6月率42万大军侵入俄国，但遭到惨败。从此，法兰西第一帝国由盛极走向衰落。1813年第六次反法联盟建立，同年10月拿破仑率60万大军在莱比锡与联军展开决战，结果遭到失败。1814年3月31日，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放逐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île d’Elba）。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Louis ⅩⅧ）即路易十六之弟登位。封建王朝复辟，大批逃亡的贵族返回法国进行报复，激起了法国人民的不满。拿破仑利用这种大好时机，于1815年3月1日率领1000士兵从法国南部的戈尔夫瑞昂湾登陆，20日返回巴黎重登帝位。但是，拿破仑在抗击第七次反法联盟中于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滑铁卢（Waterloo）会战时大败。拿破仑于6月22日再次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寿终正寝。拿破仑第二次登位仅100天，故被称为“百日政变”。

三 复辟王朝（1814～1830年）和七月王朝（1830～1848年）

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时感到要完全恢复旧的封建制度已无可能，只得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妥协，于1814年6月4日签署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波旁王朝在第二次复辟后借助国外封建势力实行白色恐怖，设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审讯大批爱国者和革命者，截止到1815年8月被捕者达7万人以上，分别判处死刑、徒刑或流放。波旁王朝还加强书报检查制度，限制个人自由，禁止一切集会和结社。反动贵族进行反攻倒算，夺回革命时期被没收的财产。天主教会重新掌握学校教育，组织“金色青年团”来训练大批暴徒，疯狂地迫害革命者和新教徒。波旁王朝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821年出现了秘密革命社团“烧炭党”，准备使用武装暴力推翻波旁王朝，但几次起义均告失败。

1824年9月，路易十六另一个弟弟阿图瓦伯爵（Artois）继承王位，称查理十世（Charles Ⅹ）。他极端仇视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度，发誓“宁可去锯树也不能按英国那种方式进行统治”。他于1830年7月公开违背1814年宪章，先后颁布四道勒令，封闭报刊，解散议会，规定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拥有选举权。“七月勒令”成为导火线，全国学生、职员、小商、部分士兵和退伍军人首先发难，接着工人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举行武装起义，“打倒波旁王朝！”的口号此起彼伏。起义者攻入王宫，查理十世仓皇逃往英国。七月革命获得了胜利。

七月革命的成果被银行家、铁路大王、大矿山主、交易所大王等组成的金融贵族集团所窃取，他们拥护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继承王位，从此开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

七月王朝如同复辟王朝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与1814年宪章比较，1830年宪章删除了前言部分，把天主教从“国教”改为“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恢复三色旗为国旗；废除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取消了贵族的特权；限制国王的权力，扩大下议院的职能，降低了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从而使新的君主立宪制具有二元制的特征，国王和议会是两个权力中心。在七月王朝的初期，菲利普对内进行了某些改革，对外竭力避免与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发生冲突，担心战争会损害金融贵族的利益；另外，积极推行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继续进行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直到1847年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殖民统治。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商业随着工业革命进一步的深入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工业中广泛采用大机器，如1830年只有蒸汽机约600台，1848年达到4850台，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法国工业1830～1835年的年增长率为3.36%，1835～1840年为3.07%，1840～1845年为3.36%。农业在缓慢地增长，七月王朝时期共增长了37%。法国金融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银行和银行家，他们通过贷款或直接投资，控制了金融、粮食、铁路、矿山、工业企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七月王朝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包括银行家、工业巨头在内的大资产阶级及其势力迅速膨胀，主宰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七月王朝的社会基础。中、小资产阶级进一步分化，他们受到七月王朝的限制和金融集团的压迫。工人阶级的数量激增，1848年有600万人左右，其中产业工人约占1/5。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以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的残酷剥削下处境极为悲惨，有着革命的愿望和要求，先后在巴黎和里昂发动过起义。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科技和思想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科技方面，法国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都有了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创造，超过了英国，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新中心。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潮，如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路易·勃朗（Louis Blanc）和蒲鲁东（Proudhon）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卡贝（Cabet）和布朗基（Blanqui）的空想共产主义。在文学艺术方面，先是以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的诞生和发展，之后是以司汤达（Stendhal）和巴尔扎克（Balzac）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从浪漫主义的流派中脱颖而出。在史学界，首先是收集和出版了许多回忆录、通信、手稿等；然后是反思和解释历史，探索历史事变的真正原因，出现了如梯叶里（Thierry）、基佐（Guizot）、梯也尔（Thiers）这类历史学家。

四 第二共和国（1848～1852年）和第二帝国（1852～1870年）

1845～1846年法国农业歉收引发经济危机，并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交织一起。巴黎工人阶级和学生、市民等群众于1848年2月奋勇而起，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唱着《马赛曲》，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起义，高喊“打倒路易-菲利普”“共和国万岁”等口号。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是，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被以拉马丁（Lamartine）、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篡夺，于2月24日成立临时政府，并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于2月25日宣布实行共和制度，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临时政府公布了一系列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法令和措施：在三色国旗的旗杆上系上红色丝绦来象征革命；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做，创办国家工厂来安置10多万失业工人，并成立了工人问题委员会（因设在卢森堡宫，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来调解劳资之间的纠纷；每天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废除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实行普选，从而使选民数量由24万人猛增到930万人；实行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废除民事拘禁、债务囚禁法、政治犯死刑、恐怖制度、殖民地奴隶制度，取消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释放政治犯；在经济方面，实行货币流通，重新开放巴黎交易所，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改革酒税，取消盐税；等等。临时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给第二共和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不断地强化资产阶级的权力机构和镇压工具，增加对农民的税收，挑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尤其与农民的关系。特别是在制宪议会和新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实现了其独占统治。当6月22日政府宣布解散国家工厂时，巴黎工人于第二天就掀起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并提出了“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和标语，充分反映了六月起义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动政府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枪杀工人达1.1万，逮捕、判刑、流放工人达3万。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试图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自己统治的第一次大搏斗，尽管遭到挫折，但它所表现出的法国无产阶级不怕牺牲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从法律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1月4日通过了宪法，即1848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实行总统制。在总统选举中，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利用农民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土地政策的怀恋、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税收政策的不满、大资产阶级君主派欲复辟君主制的愿望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于1848年12月登上总统的宝座。他进一步集中总统的权力，取消普选制，限制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于1852年11月强迫人民投票赞同恢复帝制。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诞生。

法兰西第二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从而完成了工业革命，使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工业国。巴黎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在此期间，法国人口由3578万增加到3850万。

在国内政局稳定和在国外重新获得欧洲的优势之后，拿破仑三世着手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如实行政治大赦、放宽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增加代议制机构的权限、制定新闻法和集会法、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等，特别是1870年4月通过的一项元老院法令，使皇帝权力进一步削弱，从而使19世纪50年代的“专制帝国”逐渐地向60年代的“自由帝国”转变。

但是，拿破仑三世步其叔父的后尘实行对外扩张。拿破仑三世的内外反动政策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导致了政治危机。为消除国内革命危机和满足大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于1870年7月对普鲁士宣战。但是，战争一开始法军就连连败退，特别是在色当（Sedan）战役中法军大量伤亡，拿破仑三世最终被迫于9月2日竖起白旗，和麦克马洪（Mac-Mahon）等将领及8万多部队成为普军的俘虏。消息传来，巴黎人民义愤填膺，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主要城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首都巴黎面貌的变化最为典型。从1853年起，巴黎开始了扩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耗资25亿法郎，使巴黎城市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变成了雄伟、庄重、整洁而又美丽的世界名城。第二帝国时期，在法国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其主要代表是福楼拜（Flaubert）。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对过时的封建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揭露和鞭挞。在绘画领域，印象主义画风十分盛行，其代表人物是德加（Degas）、莫奈（Monet）等。在哲学领域，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在此期间，法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生物、化学、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在这些领域内产生了一些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如创建了微生物学的巴斯德（Pasteur），发明了平炉炼钢法的马丁（Martin）等。

五 第三共和国的确立（1870～1879年）和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色当的惨败和拿破仑三世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震动了整个巴黎。9月3日晚，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国民自卫军和市民纷纷涌上街头，高喊“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等口号。9月4日下午，议会中以甘必大（Gambetta）为首的共和派带领示威群众来到市政厅，宣布了由共和派拟定的临时政府的名单，从而废除了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的手中。

清一色的共和派临时政府于9月5日吸收奥尔良派参加并改组为国防政府，以便依靠掌握军权的奥尔良派将领抵御普军的入侵。但是，以奥尔良派为总理的国防政府奉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革命群众的政策。普军趁机长驱直入，包围了巴黎。国防政府于1871年1月5日不战而降。在此危急时刻，法国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于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政府机构，解放了巴黎。

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从3月18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国民自卫军联盟中央委员会负责建立革命秩序，保证巴黎安全，供应粮食和与外省联系，镇压反革命。26日至28日，巴黎举行公社选举。当选的公社委员基本上是由巴黎群众代表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工人或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3月28日至5月1日为第二阶段。巴黎公社在这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法令，建立起新型政权机构——公社委员会。公社委员会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可以随时撤换。公社委员会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具体分管法律、军事、粮食、财政、司法、治安、经济、社会、教育和对外联络。公社确定了公职人员的公仆地位和待遇，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监督。在经济方面，公社组织劳动生产，保证工人利益，没收逃亡的资本家企业，工人管理工厂，等等。在教育方面，公社实行政教分离，把教士驱逐出学校。

5月1日至28日为第三阶段。逃亡到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纠集了反革命武装，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4月20日开始进行反扑。巴黎公社战士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英勇地同敌人浴血奋战。5月1日成立的“救国委员会”集中权力领导对敌斗争。5月21日，梯也尔军队突入巴黎并占领巴黎的西南角。救国委员会发出号召，进行全民动员。整整一周时间，公社战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直到5月28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La Chaise）壮烈牺牲。在“五月流血周”内，3万名公社战士倒在巴黎街头。

梯也尔政府攻占巴黎后继续进行镇压，4万多名公社战士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或被终身监禁，或逃亡国外。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巴黎公社的芳名永垂史册。

法国资产阶级在镇压了巴黎公社之后才真正着手解决国家政治体制问题。新总统麦克马洪上台后，国民议会中形成了奥尔良派与温和共和派占多数的格局。1875年1月，温和共和派议员瓦隆（Wallon）在宪法草案关于总统选举的方式上提出的“共和国总统……由众、参两院选举产生”字样的修正案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共和制就像“从窗户潜入”那样被勉强接受。到1875年7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全部获得通过。

1878年12月，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1879年1月，共和派在参议院改选中又赢得了多数。麦克马洪见大势已去，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共和派朱尔·格雷维（Jules Grévy）顶替。至此，众、参两院及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所掌握。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经过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激烈较量，经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共和制的多次反复变换，“共和派的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终于得到最后的确立。正是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参、众两院作出几项决议：将国家机构从凡尔赛迁回巴黎；《马赛曲》定为法国国歌；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对巴黎公社的流亡者予以赦免。

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1879～1914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经济尤其是冶金、电力、汽车、化学等新兴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00～1913年，法国钢产量增加了3倍，达到468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法国的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居世界首位。法国垄断组织最早出现在冶金、采矿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法国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使法兰西银行的200个大股东控制了法国经济命脉，形成了财政寡头集团——两百家族。法国的资本输出占世界的第二位。法国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和高利贷帝国主义阶段。

19世纪80年代，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它强化议会的权力和完善议会制度，努力实现政权和社会生活世俗化、民主化，对军队、法院、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全面推行文官考试制度，修改宪法并规定“政体的共和制形式不容成为宪法修正案的对象”“曾经统治过法国的家族成员不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经过修改过的1875年宪法，才由君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妥协的产物逐渐变成一部具有共和议会制精神的宪法。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期间，还对教育进行改革，实行世俗国家来领导教育和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恢复和整顿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实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废除臭名昭著的《勒沙普利埃法》（lois de Le Chapelier），承认劳资各方组织行业工会的权利，使广大的公民享受比过去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促进了全国工会运动的迅速发展。

法国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逐渐恢复了元气，1879年成立了法国工人党，它也是在法国近代历史上诞生的第一个政党。在其领袖朱尔·盖德（Jules Guesde）和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领导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增长。1893年，社会主义派别在议会中获得了50个席位。1894年，反动势力诬告犹太军官德雷福斯（Dreyfus）出卖军事机密，妄图借此接管共和政府。社会主义者在德雷福斯案件和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Millerand）入阁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对立，分别组成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前者反对米勒兰入阁，后者表示支持。到1905年，这两大派联合组成统一社会党。此后，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连续爆发罢工，但先后遭到镇压。

20世纪初，是激进共和派统治时期。激进共和派对反对共和制的教权派进行打击，解散了34个教会组织，封闭了3000所教会学校。激进共和派为主的议会还于1905年通过了《政教分离法》。该法使政教分离，教会不得干预政治，政府不给予宗教津贴，从而保证了法国人的信仰自由和进一步打击了教会势力。

无论是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还是激进共和党人执政，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准备对德复仇和进行殖民扩张。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把法国的殖民领土面积扩张到相当于法国本土面积的20倍，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帝国。在欧洲，法国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于1892年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1904年与英国缔结协约。从而形成了以英、法、俄协约国为一方和以德、奥、意同盟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集团。它们积极扩军备战，重新瓜分世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文学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左拉（Zola）和莫泊桑（Maupassant），后者的主要代表是马拉梅（Mallarmé）等。在哲学方面，20世纪初出现了贝格松（Bergson）哲学的热潮，对后来的哲学流派、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宗教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印象主义分裂为依据科学原理来取得预期效果的新印象主义和更强调个性表现力的后印象主义。雕塑方面的主要代表是罗丹（Rodin）。在音乐方面，法国继承了民族音乐的传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第四节 现代简史

一 一战中的法国（1914～1918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爆发。它是以法、英、俄、美等协约国为一方，德、奥、意、土耳其、保加利亚同盟国为另一方。法国参战的目的，就是对德复仇，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侵占萨尔煤矿区（Sarre），分裂德国，恢复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就已经积极做准备。法国政府于8月1日发布总动员令，各个党派组织都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幌子下联合起来。它们在议会中一起投票通过了军事拨款，宣布法国处于军事状态，实行书报检查制度。8月26日，进一步扩大的“神圣联合”内阁成立，它是战时的“国民联合”内阁，包括了法国主要党派。“国民联合”内阁是在“保卫法兰西”的名义下，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战争。

战争初期，西线德军兵分五路进入法国北部地区，从8月21日至24日，接连进行了洛林、阿登、蒙斯（Mons）、沙勒罗瓦（Charleroi）4个边境战役。其结果是法、英、比利时军队全线溃退。法军伤亡约有14万人。德国第一军长驱直入，威胁巴黎的安全。法国政府紧急改组，并仓皇地撤离到波尔多。但是，法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东北战线，在洛林一带向德军进攻。当法军加强左翼一带的防卫来保卫巴黎时，德军受到了法军两面夹击的威胁。9月5日起，法德两军在马恩河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双方共投入100多个师和200多万兵力。到10日，德军逐渐地不支，败退到埃纳河一带。马恩河战役粉碎了德国的冒险计划，巴黎得救了，整个西线也转危为安。协约国曾经利用在这个地区兵力上的优势于春季和秋季在香槟和阿图瓦（Artois）等地区发动攻势，但未能奏效。自此，在西线协约国和同盟国的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1916年双方在法国形成拉锯战。1917年4月，法军企图以闪电战方式在24小时内突破德军防线，结果伤亡惨重，一无所得。战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的破坏、物价飞涨、物资的匮乏，促使法国人民觉醒和反战情绪高涨。加上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法国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此起彼伏。前线大部分法国士兵处于骚动状态。1917年11月组成的克雷孟梭内阁（Clemenceau）对内采取高压政策，不仅镇压人民的反战运动，而且还要逮捕、监禁统治集团内的反对派；对外则要强化战争。

1918年，法国福煦（Foch）被任命为法英军队联合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美军参战并于2月间增援到欧洲战场，从而使协约国军力大大增强。7月18日，协约国军队在马恩河一带展开攻势，俘虏德军3万人。8月8日又在亚眠地区全歼德军16个步兵师。9月，协约国军队全面出击，使德军的主力迅速瓦解，德国于1918年11月正式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二 20年代的法国（1918～1929年）

法国作为战胜国，通过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收回了1870年丧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共有15400平方公里土地和190万人口；可以利用萨尔的煤；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扩大了殖民地的范围。

正是利用获得的赔款和新的领土等有利条件，法国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从1921年至1929年，法国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工业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超过了英国和德国同期的增长速度。20年代，法国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地崛起，传统工业逐渐没落。1924年农业总产量达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农业生产逐渐走向现代化。国内贸易十分活跃，外贸总额1913～1929年增长了50%。法国外贸总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21年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6.4%，1931年提高到51.2%。20年代，法国已经从农业—工业国一跃而为工业—农业国。

1920～1924年，由右翼政党组成的“国民联盟”执掌政权。该联盟对内实行反动的政策，禁止公务员参加工会和罢工，拒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劳资签订集体协议。在对外政策上，该联盟推行反苏抑德的政策。法国反对修改《凡尔赛和约》坚决要求德国赔款。当得不到满足时，法国联合比利时于1923年1月强占了鲁尔区（Ruhr）。

国民联盟的内外反动政策激起了法国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行动起来进行抵制反动政策的斗争。1920年2月至3月，法国工人发动罢工，参加者达百万人之多，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此同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也出现了新的潮流。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加香（Cachin）为首的多数派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并拉出队伍来成立法国共产党（简称法共）。1922年法国总工会中的革命少数派经过长期斗争，另成立统一总工会。法共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924～1926年，“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对部分人实行大赦，从鲁尔区撤出了法国占领军，承认了苏联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24年8月，法国被迫接受振兴德国经济、复活德国军火工业以保证赔款支付的“道威斯计划”。1925年10月，在美国幕后支持下，协约国与德国缔结了《洛迦诺公约》。“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的签订使法国丧失了对德国的一张王牌，削弱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

“左翼联盟”推行强硬的殖民主义政策。他们于1925年春伙同西班牙共同发动殖民战争，经过一年的血战绞杀了法属摩洛哥和西属摩洛哥交界处的里夫共和国。他们还于1927年秋出兵镇压了叙利亚的民族起义。殖民战争使法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左翼联盟”政权终于在1926年7月寿终正寝。法国各个右翼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国民联合政府。它实际上是“国民联盟”政府的翻版。

20年代，法国文学和艺术有了新的变化。在文学方面，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达达”（Dada）思潮，由于它的反理性和反传统的虚无主义的特征，在20年代丧失了市场而走向没落。以阿拉贡（Aragon）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兴起。他们试图挖掘和解放被理性和传统所压抑的意识和感情，捕捉人们思维活动的原始状态和梦幻。与此同时，批判现实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开始出现，其代表人物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20年代是法国戏剧繁荣的年代，特别是喜剧题材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先锋派”电影的影响不断地扩大。在绘画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立体派艺术。

三 30年代的法国（1929～1939年）

1930～1936年，法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激化了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并在德国法西斯的影响下，法国极右势力抬头，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现，如产生了“法兰西行动”“火十字团”“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爱国青年”等10多个组织。其中，“火十字团”是当时最大的法西斯组织，共有30多万成员。这些极右组织反对多党制和议会制，反对传统的民主制度，主张在法国建立个人专制独裁。它们还宣传反犹太主义，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对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法西斯威胁的紧急关头，法共、社会党、激进党抛弃前嫌，逐渐地接近起来。它们于1935年7月共同组织了5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接着建立了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联合了法国所有的左派力量。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正式成立了。人民阵线在1936年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议会的559席中占有337席。接着，人民阵线组成了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法共虽然没有入阁，但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全力支持左翼政府。

勃鲁姆政府主持劳资谈判并达成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的马提翁协议（Matignon），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职工每年两周带薪休假制度，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勃鲁姆政府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部分军火工业实行国有化，对法兰西银行实行监督，建立全国铁路公司等。勃鲁姆政府还下令解散所有的法西斯组织。在对外政策方面，勃鲁姆政府纵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绞杀西班牙的民主革命运动。它极力回避与苏联就《法苏互助公约》具体化问题达成协议。它还极力寻求与德国的和解，以让步和妥协来换取德国的谅解。

1938年4月，激进党人达拉第（Daladier）组成了以激进党为主体、吸收中派和右翼人士参加的政府。达拉第抛弃了人民阵线纲领，实行货币贬值，增加直接税和间接税，取消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和人民购买力的下降。与此同时，激进党千方百计地寻求机会断绝与人民阵线的关系，于11月正式宣布退出人民阵线。自此，人民阵线彻底瓦解了。在对外政策方面，达拉第政府与美英一起推行“不干涉主义”，即“绥靖政策”。它于1938年9月与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举行四国首脑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该协定使捷克丧失了1/3以上的经济资源，并为德国法西斯向东欧和东方的扩张扫清了道路。

当1939年希特勒先后吞并捷克、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变成德国的附庸之后，当希特勒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达拉第政府才打破了祸水东引的幻想。但是为时已晚，一场灾祸即将降临到法国国土上来。

30年代，法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原子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等某些领域仍然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如约里奥·居里夫妇（Joliot Curie）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它是人类改造微观世界的一个突破。他们因此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文学方面，关心“人类处境”的小说应运而生。以萨特（Sartre）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开始出现。

四 二战中的法国（1939～1945年）

1940年5月，希特勒在欧洲西线发动强大的攻势，在占领荷、比、卢之后，用装甲部队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从北面长驱直入法国。5月法英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16日，刚刚上任的贝当（Pétan）总理代表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根据法德双方签订的《法德停战协定》，法国的东部和北部约占全国面积2/3领土归德国占领。贝当政府偏安维希（Vichy），改称“法兰西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存在65年后终于寿终正寝。

正当法国的大半壁江山遭受德国法西斯蹂躏时，曾任雷诺政府（Renaud）陆军部副国务秘书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只身飞往伦敦，于6月18日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在讲话中，戴高乐高举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抗战到底。他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运动。自此，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并赢得了国内尤其是海外的支持。到1940年底，“自由法国”领导的殖民地人口已超过1200万。法国的抵抗运动依靠法属非洲的辽阔土地和丰富资源进行斗争。“自由法国”还在法国本土开辟战场，团结和协调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到1942年，“自由法国”的军队已达到7万人以上，并拥有空军和海军。他们在北非和法国本土同德国法西斯的军队浴血奋战。

在法国本土，从德国法西斯占领开始就产生了自发的、各自分散的抗德斗争。到1940年末，已经出现了许多抗德的组织，各个阶层都有人参加。这些抗德组织散发传单，出版地下刊物，收集德军情报。从1941年夏季起，法国本土的各个抵抗组织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建立了地区性和职业性的民族阵线委员会，从而使国内的抵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43年9月，科西嘉岛的抵抗组织发动起义，赶走了德军和意军，解放了全岛领土。

为了统一领导法国本土的抗德斗争，戴高乐指派代表让·穆兰（Jeans Moulins）于1943年5月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领导下，各省和地方也相应建立了省和地方抵抗委员会（又称解放委员会）。全国抵抗委员会还于1944年3月宣布了其纲领：惩办卖国贼，保障民主自由，实行一系列改革。同年，法国本土的所有抵抗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军队，即“法国国内战斗部队”，简称“内地军”，其数量已达到50多万人。在内地军中，法共领导的“游击队和自由射手”占一半。在海外，戴高乐于1943年6月建立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法国的中央政权机构，从而使法国国内和国外的抗德斗争有了一个领导核心。“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于8月获得苏、英、美的承认，先后与2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4年6月，戴高乐宣布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国临时政府，领导国内外的抗德斗争。此时，法国临时政府已拥有23万野战军，15万殖民地军，5万海军，32万吨位的舰队，3万空军和500架飞机。

当苏军对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展开全面大反攻时，美英联军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西北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8月美英联军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马赛登陆。此时，法军与美英联军在法国国土上与德军共同作战。内地军也在加紧打击敌人，并解放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同年8月19日，在法共推动下，全国抵抗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通过举行起义的决议。8月25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并解放了巴黎。法国临时政府迁往巴黎并进行改组，吸收国内抵抗运动成员参加。戴高乐回到法国后立即解除法共领导的武装，于8月28日下令解散内地军，9月19日又命令内地军与正规军合并，并解除了所有抵抗组织的武装。此时，临时政府继续对德作战，直到1945年法国全部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许多文学家投身抵抗运动，如萨特、阿拉贡等。他们一扫以往颓废的气氛，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抵抗文学作品。

第五节 当代简史

一 临时政府（1945～1946年）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炮火连天和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劫后余生的法国面临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临时政府于1945年10月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选举中贯彻了妇女参加投票的普选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通过选举，由法共、人民共和党、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总理，并组成了这三大党为主体的新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对维希分子和通敌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洗和惩办。一大批法奸受到法庭的审判，有478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786人被立即处死。

临时政府根据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将雷诺汽车厂、法国航空公司、北方煤矿和主要新闻机构国有化，将法兰西银行等5家银行，以及34家保险公司、电力公司、煤炭公司、煤气公司国有化。

临时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坚决执行紧缩通货的政策，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它先后两次发行公债，以便缓解财政困难。它还实施了社会保险、家庭补助、奖励生育、带薪休假15天、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等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它还于1945年2月推行职工的企业参与制，在企业中建立资方、劳方和工会代表共同组成的企业委员会，以便讨论劳动条件、审议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临时政府还推行计划化，从1946年1月开始实施第一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以便带动和促进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在对外政策上，临时政府推行以恢复法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和维护法兰西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方针。它还根据1944年1月布拉柴维尔会议的精神，改变了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治。

新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戴高乐与制宪议会之间立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实质涉及政府与议会关系的原则问题，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戴高乐在与制宪议会冲突中，深感自己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便于1946年1月辞职。他静观法国政局的变化，意图东山再起，施展他的“雄心大志”。

二 第四共和国（1946～1958年）

在没有戴高乐的新临时政府期间，制宪议会制定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于1946年10月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1946年11月选举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1947年1月选出共和国总统并任命总理和组成政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式运作。

第四共和国时期，先后举行过三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并根据每届国民议会的政治结构组成了各届政府。从1947年1月至1956年1月，法国先后成立过三党联合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和法共）、“第三势力”十届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右翼中间派5届政府。

三党联合政府内部，尤其是法共与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之间在许多政策上意见相左。在经济方面，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产量下降，粮食供应继续减少，肉类来源几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扶摇直上，而工资则受到严格的控制。4月，雷诺汽车制造厂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法共阁员在内阁会议上支持工人的要求，反对政府冻结工人的工资。在殖民地方面，以社会党人拉马迪埃（Ramadier）为总理的政府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派兵残酷地镇压马达加斯加人民的起义，法共的议员和阁员都坚决反对。为了排除法共阁员的干扰以便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拉马迪埃于1947年5月5日解除了政府内法共阁员的职务。而法共部长被驱逐出政府，意味着三党联合政府的寿终正寝。

从1947年11月至1952年2月，是“第三势力”执政时期。“第三势力”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等为主体的多个政党组成。在拉马迪埃排斥法共阁员前夕，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于4月14日成立。“第三势力”既反对法共，也反对日益壮大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第三势力”先后更换了10届内阁，这些内阁要么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要么由于外交或殖民地方面的原因逐个倒台。

“第三势力”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化，继续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完成了第一计划，从而使法国的基础工业如能源、交通等得到了加强。它努力争取美援，从而加快了法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第三势力”政府在中、后期推行了某些“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此外，“第三势力”第一届政府的外长舒曼提出的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加强了法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8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法国在战后初期所实行的配给制度已逐步取消，游行示威越来越少，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法国社会趋向安定。但是，“第三势力”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受到抑制等。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于1948年4月与英、荷、比、卢组织“西欧联盟”，1949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派兵参加美国的侵朝战争。“第三势力”政府还允许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一些法国的重要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也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战后初期，法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1947年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第三势力”政府对德的态度软化下来，同意德国问题纳入美国的战略计划：建立联邦德国，并武装联邦德国。

在殖民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力图通过法兰西联邦的新形式继续维持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殖民者一方面疯狂地镇压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玩弄政治手腕。它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侵略。在北非，“第三势力”政府用所谓不妥协政策取代了前期所采用的自由化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北非殖民地的控制和镇压。

从1952年3月至1956年1月，是右翼中间派即右翼的独立党和中间派的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结成联盟的统治时期。它先后出现过5届政府。

由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为总理的第一届内阁于1952年3月成立之时，法国财政困难重重。比内内阁决定紧缩财政，发行黄金公债，实行工资指数化。比内内阁的后期，为了进一步抑制物价上涨的势头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改为统制经济，决定将物价冻结，并向国外大举借债以便解决国库的亏空。但是，比内内阁于12月在预算问题上未能得到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而倒台。

由激进党人勒内·梅耶（René Mayer）于1953年1月组成的新政府仅存在4个多月就下台了，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月有余的内阁危机。直到6月27日，独立党人约瑟夫·拉尼埃（Joseph Laniel）的新政府成立才使法国政局稳定下来。拉尼埃政府在近一年统治期间，遇到诸如经济、罢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印度支那等许多棘手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难题时，右翼政府的僵硬政策和做法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法国某些讽刺作品把这种愚笨的统治称为“牛头专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拉尼埃政府因为法军在越南奠边府的失败在议会中受到追究而倒台。这是法国战后以来第一次因殖民地问题被推翻的政府。

1954年6月，激进党左翼领袖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组成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是以许下结束在越南的殖民战争的诺言而上台的，因此在法国和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越南、苏联的努力下，终于在7月21日签订了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这场“肮脏战争”。与此同时，孟戴斯-弗朗斯在把《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提交议会讨论时暗示了反对该条约的意向而被否决，从而埋葬了争论达3年多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1955年2月至1958年6月，法国先后成立了5届政府。在这期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耗尽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使法国财政恶化，国内阶级矛盾加深，导致内阁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这期间，政府更迭的频率加快，内阁危机的时间延长，正如当时的法国总统科蒂（Coty）在195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从基本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举行叛乱并企图蔓延到法国本土的危急形势下，科蒂总统力请戴高乐出山解救危难。于是，戴高乐组成新政府并获得制定新宪法的权力。第三届国民议会在批准新内阁和赋予它制宪权后立即休会，这标志着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

20世纪50年代是法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时期。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195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939年的两倍。法国的电力、煤炭、石油、汽车、飞机等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随着工业的发展，法国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在农业方面，1954年与1951年相比，小麦产量增长了48%，马铃薯产量增长了32%，葡萄酒产量增长了11%。畜牧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不断地提高。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时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已从思辨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行动哲学。其重点是讲人道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反对宿命论，宣扬选择自由和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时期，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它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 第五共和国（1958年至现在）

戴高乐新政府成立伊始，依照议会赋予的权力立即着手制定新宪法，改革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在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领导下于1958年7月完成，于9月28日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统计结果表明：赞成票占总票数的79.25%，弃权人数只占15.1%，是自1936年人民阵线议会选举以来弃权人数最少的一次。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民对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支持。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诞生。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戴高乐第一任总统时期（1958年12月至1965年12月）

戴高乐首先着手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在财政方面，规定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的职工工资的增幅不得超过4%，停止支付非残疾退伍军人的补助金，提高对公司企业和高收入的税收比例，对酒、酒精和烟草征收附加税。与此同时，给予最低保证工资4%的补助，将家庭津贴提高30%，增加退休金的数额，以便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在货币方面，将法郎贬值17.5%，发行新法郎，以便稳定新货币币值，使法国的商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外贸方面，取消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自由贸易。这些措施使法国在短期内扭转了经济和财政情势，使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外贸活跃，外汇储备增加。他还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保持5%～6%的增长率，农业增长率为5%，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

戴高乐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制止了反动军人的叛乱，稳定了国内政局。他于1961年和1962年分别就阿尔及利亚的自决政策和批准法阿共同签订的《埃维昂协议》举行公民投票，并取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1960年前后，他提出非殖民化—合作政策，使法属非洲国家纷纷取得独立。戴高乐争取法国独立自主和大国的地位，在大西洋联盟内反对美国的霸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反对美国军事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向美元的霸主地位挑战。他建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在欧洲，他推动法德和解，建立法德轴心，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他以务实的态度看到新中国的存在，于1964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在解决经济和财政、阿尔及利亚危机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使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为了从宪法上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戴高乐将总统的选举由间接选举方式改为普选方式，于10月28日提交公民投票表决，获得了61.8%的多数票支持。至此，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治体制最终确立起来。

戴高乐第二任总统时期（1966年1月至1969年4月）

法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1964～1965年法国经历了战后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失业人数增加，1965年2月为15.9万，1967年上升到45万。物价上涨加快，1968年比上一年上涨66%以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开始受到威胁。

尤其是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加上对陈旧的教育制度、不合理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为不满，巴黎南泰尔（Nanterre）文学院学生率先于1968年3月22日起来造反，占领了该院的行政大楼，拉开了“五月风暴”的序幕。5月2日，南泰尔文学院院长决定关闭学校。次日，巴黎各个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大学生和警察展开激烈的搏斗，许多学生被捕，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5月10日，学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者除了大学生，还有中学生。晚上，示威者筑起街垒，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不少学生被捕。学生运动波及法国全社会。5月13日，法国工人阶级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学生运动。这一天，在巴黎就有80万工人和学生会合成洪流，举行了自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和学生运动向全国各地蔓延，在短短的四五天中，动员了全国约1000万人参加。运动使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店铺、银行和邮局关门，交通停顿，电话中断，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左翼政党纷纷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支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使这场风暴由社会危机发展到政治危机。

乔治·蓬皮杜政府（Georges Pompidou）懂得平服工潮至关重要，由政府出面与劳资谈判并于27日达成协议：大幅度提高工资（35%），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家庭补助，改善福利待遇等。与此同时，戴高乐于30日发表了极为强硬的讲话，声明在当前情况下他不能离职，也不打算更换总理，并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正是在当权者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学生造反和工人运动才逐渐平息下来。“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和全世界，促进了法国行政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戴高乐意识到，经年累月地堆积起来的社会问题还可能死灰复燃。他开始注意国内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重新控制局势。他把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工作的重点。他提出的《高等教育方针法案》获得议会的通过。然而，他于1969年4月提出关于参议院和地方改革的方案，遭到左翼政党、中间派政党、参议员、多数派中的反对派和多数选民的反对，在4月25日公民投票中被否决，只好提前下野。在短暂的过渡期中，总统的空缺按宪法程序由参议院议长波埃（Poher）填补。同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蓬皮杜当选。从此，开始了蓬皮杜总统的任期。

蓬皮杜总统时期（1969年6月至1974年4月）

蓬皮杜首先保证戴高乐政策的延续性，同时推行“开放”政策，吸收右翼中间派参加政府。他还着力抓经济，编制以调整工业结构为重点的第六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经济领域实行分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同时，他于1969年12月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这期间，法国经济发展平稳，法国社会也比较安定。蓬皮杜坚持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体现开放性。他小心翼翼地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于1970年先后访问美国和苏联，并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同美苏首脑会晤。他以法德为轴心推动欧洲联合，一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于1971年同英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他扩大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多次出访非洲，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时期（1974年5月至1981年5月）

1974年，西方爆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吉斯卡尔·德斯坦采取扩大公共开支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之后，他的总理继任者巴尔（Barre）则采取紧缩的政策同通货膨胀作斗争，也收效甚微。1980年，法国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外交方面，德斯坦继承了戴高乐外交的基本原则，但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开展多极外交。他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安全，不接受“超级大国统治”。他针对苏联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势，加强同北约的军事合作，把“全面防御”的战略改为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略”，同时以缓和为手段保持法苏的“特殊关系”。他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和军事联合的方向发展。他创导“南北对话”。他于1980年访问中国，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

密特朗（Mitterrand）第一任总统时期（1981年5月至1988年5月）

初期，密特朗实施社会党纲领，在“平静的革命”中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扩大的国有化，进行地方权力下放，改革司法制度，增加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推行“膨胀计划”，力图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和增加财政赤字刺激国内消费，以达到振兴经济和增加就业的目的。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激增，贸易逆差扩大，经济增长迟缓。他被迫于1982年转向紧缩。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密特朗总统不得不任命多数派领袖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为总理并组成右翼政府，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左、右翼“共治”的局面。希拉克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密特朗推行延续性与现实主义、均势原则与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新色彩的外交政策，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为“大西洋主义”，在南北关系中表现为“第三世界主义”，在欧洲要建设“第三种势力”。

密特朗第二任总统时期（1988年5月至1995年5月）

密特朗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致使左翼再次取胜并组成左翼政府，从而结束了为时两年的左、右翼“共治”。

密特朗总统及其左翼政府推行“温和的纲领”，强调“全国团结”和“政治开放”，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放弃国有化和高税率等原来社会党的主张。但是，由于法国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日益严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致使左翼在1993年国民议会换届选举中惨败，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法国出现了第二次左、右翼“共治”。

希拉克第一任总统时期（1995年5月至2002年5月）

希拉克任命朱佩（Juppé）为总理并组成右翼政府。希拉克及其政府走马上任立即大幅度地调整法国的内外政策。他同失业进行斗争，打算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他紧缩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力求达到首批参加欧洲经货联盟的标准。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采取一系列廉政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使法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更加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触动了法国中下层的利益，1995年底爆发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法国人民对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和对朱佩总理腐败行为的日益不满，导致右翼在1997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遭到惨败。法国出现了第三次左、右翼“共治”。以社会党领袖若斯潘（Jospin）为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推行青年就业计划、每周35小时工作制、缩短总统任期，采取措施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若斯潘大力发展高科技的“新经济”，并宣布法国进入了“新社会”，即“知识社会”。但是，左翼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使国内治安进一步恶化。

希拉克总统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他积极推动欧洲建设，加强同德国的合作，坚持如期实现欧洲经货联盟。他同美国保持既合作又抗争的关系。他加强法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他重返中东，力图打破美国垄断中东事务的局面。他重视发展同亚洲的伙伴关系，尤其通过其1997年5月对中国的访问，建立了法中长期的、全面的伙伴关系。

希拉克第二任总统时期（2002年5月至2007年5月）

右翼获得2002年5月总统选举和6月议会选举的双胜利，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左、右“共治”。右翼控制了国民议会、参议院、宪法委员会以及大区和市镇的大部分地方政权，因此，希拉克是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中除了戴高乐之外权力最大的总统。在这期间，法国继续推行高科技的经济政策，加强治安，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医疗保险，开展社会对话。但是，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失业激增，加上欧洲宪法的被否决，促使拉法兰（Raffarin）政府下野。德维尔潘（De Villepin）政府实行“孤注一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措施促进就业，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两届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也受到挫折，引起学潮和工潮，导致社会动荡。

希拉克第二任总统期间推行“更加务实的外交和防务”。他推动欧洲一体化，加强法德轴心和多重联盟。他在起伏跌宕的法美关系中，坚持反单边主义的立场。他促使法俄关系加热和升温。他在巩固传统势力的基础上，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疆界”。他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大力推动经贸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把法中关系推进到历史最好时期。

萨科齐总统时期（2007年5月至2012年5月）

右翼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继续获得这2007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双胜利，从而使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登上总统的宝座，并组织开放性、多样性和年轻化的政府。在右翼政党执政的初期，萨科齐急于同“旧法国”决裂，为法国打一个“翻身战”，但2008年下半年遭遇金融危机，并向实体经济蔓延，法国政府不得不转变经济和社会政策，采取措施应急救市，以渡过难关。与此同时，萨科齐果断地进行改革，调整立法与行政关系、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豪华的”退休制度、收紧移民政策等。所有这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法国经济的衰退，并陷入了财政危机，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大幅度攀升，大大地突破了欧盟所规定的标准。于是，菲永（Fillon）总理又走向极端，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从而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失业剧增，购买力萎缩，工潮不断。

萨科齐实施“真正现实主义”的外交。他推行坚实和强有力的安全与防务，全面回归北约。在欧洲，他提出欧宪简化版，解决欧债危机，加强法德轴心，打造法德英三角关系。他修复法美关系，但保持在两国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他解冻法俄关系，并逐步建立起“特殊关系”。他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建立地中海联盟。他提出“非洲优先”，实行维稳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他深化与印度和巴西的关系。在法中关系上，则是一波三折，直到他执政的后期才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奥朗德总统时期（2012年5月至现在）

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社会党在2012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得双胜利，从而结束了法国右翼长期执政的历史。

奥朗德总统成立了具有特色的政府，公布《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欲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形象。他还雄心勃勃地提出厉行节约促进增长的计划。但是，执政一年多以来，效果并不明显：财政赤字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公共债务高筑，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警告；国民经济2012年是零增长，2013年只在0.5%左右，法国经济处在衰退的边缘；艾罗政府增加就业数量和降低失业率的法案不仅未见成效，失业率和失业数量还创近10多年来新高。正因为如此，奥朗德总统和艾罗政府的支持率一再下降。

在外交方面，奥朗德总统显示“沉着、稳健、低调”，但是，在维护法国利益、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上尽心尽职。他推行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力图以经济外交摆脱国内经济和财政的困境。在欧洲建设问题上一改“德国跟班”形象，发挥领导的作用。在法美关系上进行调整，改变前任总统的“亲美”形象。他大力经营非洲和地中海，积极地插手西亚和叙利亚事务，重视发展与亚洲和中国的关系。

第五共和国期间，法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科学说和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60年代中后期，在结构主义中又繁衍出了后结构主义，它的理论和主张与结构主义迥然相异。在科技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加大投入，科技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数学、核物理学、医学、航空、电信、宇宙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新小说派”的小说，“新浪潮派”的电影，以及从“新浪潮派”中衍生出来的“左岸派”电影。自80年代中期以后，无论社会科学还是文艺领域，不再有领衔的和影响着法国上层建筑的流派，而是各种理论或思潮交织和融合在一起。

第六节 著名历史人物

一 民族英雄和政治家

贞德（Jeanne d’Arc，约1412～1431年）

百年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1428年10月，英军攻打巴黎以南的奥尔良城，企图并吞整个法国。在此民族存亡之际，贞德觐见了统治法国南部的王子查理，说服其委派她为军事指挥，前去解救奥尔良。1429年5月，贞德率军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击败了围城的英军。人民称颂她为“奥尔良姑娘”。1430年5月23日，贞德在贡比涅城（Compiègne）附近与英军及其同盟者勃艮第党人作战时被俘，英军以异端和女巫罪判处其死刑。1431年5月30日贞德就义于火刑柱上。

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年）

法国国王。1661年亲政后信奉“君权神授”，自称“朕即国家”，实行绝对君主专制统治，人称“太阳王”。他不设宰相，亲自掌管和处理国内外重大政策和问题。1667～1685年，他先后颁布《民法》《水利森林法》《刑法》《商法》《海运法》《殖民地法》，从而结束了各地方法规不统一和混乱状态。他对内发展经济、商业和交通；对外开拓国外市场，扩张国界，企图在欧洲大陆和海外建立霸主的地位。他在位54年中，就有31年穷兵黩武，连续征战。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

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西多尔·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Robespierre），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的首脑。1758年5月6日出生于法国阿图瓦省首府阿拉斯城的一个律师世家。1790年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他相继推翻了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在这时期，他推行了一系列恐怖政策，使革命转危为安，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但以后，他进一步使恐怖扩大化，从而激起了反对派和人民的不满。1793年7月“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牺牲时年仅36岁。

拿破仑一世（1769～1821年）

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769年出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城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1795年任法国国防军司令。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拿破仑为首的临时执政府。1804年加冕称帝。1804～1810年，他颁布了《拿破仑法典》，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807年，他开始了对外战争，占领和控制了欧洲大陆的西部和中部。1814年3月反法同盟军攻陷巴黎，拿破仑一世退位被放逐。1815年他建立了百日王朝。6月18日在滑铁卢会战中惨败第二次退位，被终身流放到大西洋的英属圣赫勒拿岛（Sainte-Hélène），1821年5月5日病逝。

甘必大（1838～1882年）

莱昂·米歇尔·甘必大（Léon Michel Gambetta），第三共和国总理。1838年4月3日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69年当选议员并成为共和反对派领袖。在1870年9月革命中，他拟订了临时政府名单，建立起第三共和国。在国防政府中，他是唯一主张抗击普鲁士入侵的内阁成员。1871年2月为抗议签署《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辞去政府职务。他创办《法兰西共和报》，为共和制度呐喊，终于促使1875年宪法的诞生，他也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奠基人。1879～1881年任众议院议长，促成大赦巴黎公社社员和解散耶稣会法律的通过。

饶勒斯（Jaurès，1859～1914年）

让·莱昂·饶勒斯（Jean Léon Jaurès），法国社会党著名的前领袖之一。1859年9月3日出生于法国南方塔恩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90年宣布信仰社会主义，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1893年再度当选为议员。1902年，他建立法国社会党，与早一年成立的法兰西社会党抗衡。1904年创办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人道报》。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法兰西社会党合并后，他成为新党的最有影响的领袖。1914年7月31日，他被一名保皇派枪杀身亡。著有《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史》《社会主义研究》。

勃鲁姆（Blum，1872～1950年）

安德烈·莱昂·勃鲁姆（André Léon Blum），曾任法国总理。1872年4月9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布店富商家庭。1902年参加法国社会党，后成为社会党领袖之一。1920年12月在图尔代表大会后他重建法国社会党。1934年他与法共签订《统一行动公约》，共同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1936年和1938年先后领导两届人民阵线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1943～1945年被囚禁在德国，后被盟军释放回国重建社会党。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他重新出山，组成一个过渡性的内阁。1950年3月30日病逝。著有《论政府改革》《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主义》。

莫内（Monnet，1888～1979年）

让·奥梅·玛丽·加布里埃尔·莫内（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主席。1888年11月9日出生于法国夏朗德省科尼亚克市一个葡萄酒出口商家庭。1946年主持和制定了法国现代化计划。1950年向舒曼外长提出法德和解的设想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议。1952～1955年任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主席。1955年创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并任该组织主席。他推动西欧联合导致了《罗马条约》的诞生，被誉为“欧洲之父”。欧洲理事会于1976年4月通过决议，授予莫内“欧洲荣誉市民”的称号。著有《莫内回忆录》。

戴高乐（1890～1970年）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1890年11月22日出生于法国诺尔省里尔市一个教师家庭。1940年6月任陆军部副国务秘书，6月17日飞往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号召，呼吁法国人民奋起抗德。1941～1943年领导海外和国内的抗德斗争。1944年9月～1946年1月他组织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政府首脑。1958年6月1日在国内政治危机的时刻再度出山，当选为第五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他改革了政治体制和发展了经济，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和法属殖民地问题，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1964年1月27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交。1965年再次当选为总统。1969年4月因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的失败而毅然辞职。著有《剑刃》《建立职业军》《法国和它的军队》《敌人内部的倾轧》《未来的军队》《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等。

密特朗（1916～1996年）

弗朗索瓦·莫里斯·密特朗，前法国总统。1916年10月26日出生于法国夏朗德省一个实业家家庭。1942年参加抵抗运动。1947～1957年先后任退伍军人部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1971年当选为新社会党第一书记。1981年5月当选总统。任职期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1988年5月再度当选总统。密特朗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著有《在法兰西联邦的边界》《法国的存在和退出》《中国面临挑战》《长期性政变》《我所了解的真相》《可行的社会主义》《拳中的玫瑰》《稻草和稻谷》《蜜蜂和建筑师》《此时此地》。

二 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笛卡儿（1596～1650年）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普瓦捷大学。1629～1649年隐居在荷兰潜心研究，发明笛卡儿坐标和笛卡儿曲线，是解析几何学的奠基人。他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流传至今的名言，认为精神主体是存在的。同时，他也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二元论，强调理性和逻辑推理而轻视经验。著有《哲学原理》《形而上学的沉思》《方法谈》等。

孟德斯鸠（1689～1755年）

夏尔·路易·德·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Montesquieu），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出身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1728年进入法兰西科学院，潜心研究和著书立说。他无情地抨击和鞭挞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愚昧，主张建立“最理想的”政体——君主立宪制。他还主张以法治国，以便保障公民的自由。他提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而又互相制衡。著有《论法的精神》（或《法意》）《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等。

伏尔泰（1694～1778年）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德·伏尔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公证人家庭。1746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一生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自由和平等。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人的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但他片面强调理性认识，坚持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他认为宗教和教会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宗教蒙昧主义。著有《哲学通信》《牛顿哲学原理》《哲学辞典》等。

卢梭（1712～1778年）

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出身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长期定居法国。在政治思想上，他认为人之初是自由的、平等的、淳朴的和善良的，如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享受“天然”的自由和平等。他主张订立契约，成立公民的社会，从而消除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他主张主权属于生而自由平等的全体人民，统治者如果破坏社会契约，人民有权推翻它。卢梭的政治思想对法国大革命和以后的法国政治思潮具有深远的影响。著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论科学和艺术》。

狄德罗（1713～1784年）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他出身于法国一个手工业家庭。他主编《百科全书》，历时20多年得以完成。他认为物体是存在的、多样的和活动的，并具有各自的特性。他承认物质的第一性，肯定一切物体都充满着活动力，其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在政治思想方面，他认为只有人民才享有主权，国家应为人民谋福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认为应从教育入手，启发人的“理性”，以便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著有《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修女》等。

圣西门（1760～1825年）

克洛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他支持法国大革命，并放弃贵族头衔。他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他反对用群众暴力的手段实现社会改造，认为应该组织实业家政党，以便和平地实现新制度。在新社会中，由国家组织生产，实行全社会协作制，推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义务制，为人数最多的阶级谋最大的福利。圣西门的思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之一。著有《人类科学概论》《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等。

傅立叶（1772～1837年）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于法国一个富商家庭。他于1798～1799年形成了其政治思想体系。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资产阶级的文明就是奴隶制的复活。他幻想建立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生产和消费协作组织，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还认为可以通过宣传和示范来实现这种世界大同的社会。著有《普遍统一论》《新的工业世界和协作的世界》《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等。

孔德（1798～1857年）

奥古斯特·孔德，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和社会学的奠基人。出身于法国蒙彼利埃的一个税吏家庭。1826年开始建立实证主义的哲学体系，进行讲学，并著书立说。他认为人类知识的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或称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称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称实证阶段）共三个阶段。他认为绝对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可获验证的相对认识是可能的。他认为唯物论和唯心论既然都是讨论一些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就是“不确实的”。他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并认为每一代人的责任是改进社会结构。著有《实证主义哲学教程》《实证主义政治体系》。

托克维尔（1805～1859年）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出身于巴黎诺曼贵族的一个家庭。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出任外交部长。第二帝国时期，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转向研究政治理论和历史，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1841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还经过5年深入研究于1856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论证了“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萨特（1905～1980年）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哲学家、作家和评论家。1905年6月21日出身于法国一个巴黎海军军官家庭。二战期间，他积极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并从事文学创作。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誉为法国战后重要哲学和文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创始人。1968年在“五月风暴”的影响下，他转向极端主义。萨特在作品中主张作家干预生活，宣扬个人生活、自由、自我存在等。著有《恶心》《存在和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自由之路》《恭顺的妓女》《恶魔与上帝》《辩证理性批判》等。

福柯（Foucault，1926～1984年）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名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和文化史的代表人物。1926年10月15日生于法国普瓦捷。20世纪70年代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福柯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定知识结构，它决定着文化历史的更替。由此，他把人类社会的文化历史分为文艺复兴阶段、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与此同时，还存在三个不同的知识结构。福柯反对主体的概念，主张排除自我。福柯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和文化史是形而上学的和虚无主义的。著有《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知识考古学》《性史（第1卷）：知识的意志》等。

三 自然科学家

拉瓦锡（1743～1794年）

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化学家。出身于法国一个律师家庭。1768年在皇家自然科学院任职。先后担任过包税人、火药委员会主任、农业委员会委员、皇家自然科学院院长、度量衡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在这期间，他抛弃了旧燃素学说，从而结束了旧化学学说的时代，建立了近代化学学说。著有《化学基础教程》。

拉普拉斯（1749～1827年）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18岁时被推荐为巴黎军事学院教授。1799年曾经任拿破仑的内政部长。1803年任元老院副院长。1817年升任法兰西科学院院长。他把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运用于太阳系研究，从而发现了行星运行的恒定性，提出了木星和土星不规则运动的原因。他还提出了星云学说。著有《宇宙体系概说》《论天体力学》等。

居里（1859～1906年）

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物理学家。出身于法国一个医生家庭。16岁在巴黎大学专攻物理学。19岁任巴黎自然科学学院助教。1880年发现了晶体的压电现象。1891年发现了磁性物质的失磁温度即居里点和居里定律。他与居里夫人共同发现了放射性的镭和钋，为打开原子的秘密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03年，居里夫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1904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物理学教授。1905年进入自然科学院。1906年4月19日因车祸不幸去世。

居里夫人（1867～1934年）

玛丽·斯克洛多夫斯卡·居里（Marie Sklodowska-Curie），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出身于波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在巴黎大学学习。1895年与居里结婚。她同丈夫共同研究放射性元素，发现了镭和钋。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6年任巴黎大学教授。1911年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著有《放射性通论》《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等。

内尔（1904～2000年）

路易·欧仁·费利克斯·内尔（Louis Eugène Félix Néel），物理学家。1904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里昂市。就读于巴黎师范学院。1937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946～1976年任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格勒诺布尔原子核研究中心主任、法国物理学会会长等职务。1953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先后获得许多国外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在磁学领域发表了200多篇论文。由于他开创了固体磁性的研究，和瑞典天文物理学家阿尔文分享了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莫诺（1910～1976年）

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生物化学家。1910年出生于巴黎。在大学就读古典生物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抵抗运动。1954年任巴斯德研究所细胞生化系主任。1971年任该所所长。1961年，他与同僚就基因的作用提出“运作说”。因此，他与他的同僚共同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多塞（1916～2009年）

让·多塞（Jean Dausset），医学家。1916年出生于法国图卢兹。1945年获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任巴黎大学血液免疫实验教授。他首次发现了人体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创立了迅速方便地确定器官移植的相容性抗原系统的组织分类血液试验法，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组织“排异”发生的可能性。由于他在免疫学方面作出的贡献，获得了1980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四 文学家和艺术家

莫里哀（1622～1673年）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艺名莫里哀（Molière），古典主义喜剧作家。1622年1月15日出身于巴黎一个富商家庭。1643年宣布放弃世袭权力，成立“光耀剧团”，致力于戏剧事业。1658年在巴黎演出和创作。他一生中曾经主演过24个角色，创作了37部古典主义喜剧，是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在作品中，他猛烈抨击各种社会恶习，揭发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伪善和腐朽，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吝啬。他的作品对欧洲的戏剧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吝啬鬼》《伪君子》等。

博马舍（1732～1799年）

原名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龙（Pierre Augustin Caron），喜剧作家。出身于巴黎一个钟表匠家庭。1753年发明一种新式钟表零件。1757年改名为博马舍（Beaumarchais）。1761年被授予贵族称号。他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酷爱文学和戏剧。他站在第三等级的立场上，讽刺和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他既支持法国大革命，又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著有《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

司汤达（1783～1842年）

原名亨利·玛丽·贝勒（Henri Marie Beyle），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市一个律师家庭。1796～1799年在格勒诺布尔市的中心学校学习。1799年到巴黎参加革命运动。1806～1814年在拿破仑军队中任职。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流亡意大利，从事创作活动。1821年回国到巴黎，又开始文学创作。1830～1842年任法国驻意大利领事。在这期间，他坚持写作。著有《红与黑》《拉辛与莎士比亚》《巴马修道院》《回忆拿破仑》等。

巴尔扎克（1799～1850年）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799年5月20日出生于法国图尔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1829年完成历史小说《朱安党人》，一举成名。此后，他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创作了91部小说。1829～1848年写作社会长篇小说《人间喜剧》。该小说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各个侧面，是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其中重要作品有《高老头》《幻灭》《农民》《幽谷百合》《老姑娘》《欧也妮·葛朗台》《驴皮记》《贝姨》《邦斯舅舅》等。

雨果（1802～1885年）

维克多-玛丽·雨果（Victor-Marie Hugo），浪漫主义作家。1802年2月26日出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一个军官家庭。1827年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成为积极浪漫主义者。1841年进入法兰西科学院。1848年由君主主义转向共和主义。1851年，他反对路易·拿破仑政变并参加共和党人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长达19年。1870年回国。他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辩护，并设法营救公社的流亡者。著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海上劳工》等。

鲍狄埃（1816～1887年）

欧仁-埃德蒙·鲍狄埃（Eugène-Edmond Pottier），诗人和《国际歌》歌词的作者。出生于巴黎。他参加了1848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65年参加了第一国际巴黎支部。1871年参加巴黎公社的战斗，被选为公社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于6月创作了《国际歌》歌词。此后，他流亡国外，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大赦时回国，仍然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著有《革命诗歌集》《鲍狄埃全集》。

莫泊桑（1850～1893年）

亨利-勒内·阿尔贝·居伊·德·莫泊桑（Henri-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50年8月5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80年因发表短篇小说《羊脂球》而一举成名。此后，在短短10年中，他创作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3部游记以及其他有关文学和时事的评论文章。他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在作品中，他歌颂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揭露普鲁士侵略军的暴行和法军的腐败。主要作品有《她的一生》《温泉》《俊友》等。

罗曼·罗兰（1866～1944年）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作家。1866年1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中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95年获得艺术博士学位。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战期间，他发表文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25年创办《欧罗巴》杂志。30年代从事反战活动，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二战中，他支持法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著有《约翰·克利斯托夫》《狼》《丹东》《贝多芬传》《七月十四日》《理性的胜利》《母与子》《爱与死的较量》等。

马尔罗（1901～1976年）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作家。1901年11月3日出生于巴黎。他毕业于国家东方语言学院。192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3年出版以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为背景的小说《人类的命运》，获得龚古尔奖。1936～1939年，他率领一支国际飞行中队在西班牙作战。二战期间，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战后，他当选为法兰西人民联盟主要领导人之一。1959～1969年先后任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除了《人类的命运》外，还著有《希望》《征服者》《被砍伐的橡树》《反回忆录》。

加缪（1913～1960年）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rmus），法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和哲学家。1913年11月7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农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47年起成为职业作家。加缪以“荒诞的世界”的观点从事创作，写荒诞的人和事，被称为“荒诞派文学”。他在作品中精心塑造人物和安排情节，其语言明朗、纯洁、质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局外人》《鼠疫》《反抗的人》《堕落》《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流放和王国》等。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政治概况

一 21世纪初的政治概况

1958年成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迈入21世纪，法国政治变化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进入21世纪，法国政治力量变化和重新组合的频率加快。在右翼方面，以保卫共和联盟为主体、联合自由民主党和法国民主联盟的希拉克派，于2002年4月酝酿并于11月正式成立人民运动联盟。该联盟以戴高乐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正是依靠该联盟，法国右翼在当年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继续执掌政权。右翼的另一部分法国民主联盟分裂为民主运动和新中间党，其力量有所削弱。在左翼方面，社会党在2002年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的连续惨败、党内的严重分裂，其实力有所削弱，党员数量减少。法共继续着历史性的衰退，党员数量大幅度的下降，在21世纪法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没有影响力，已经边缘化。绿党联合生态主义者于2010年11月重新组合，成立欧洲生态—绿党，其实力和影响有所上升。极右势力国民阵线有较大的发展，在法国选民中的影响力有所加强。他的总统候选人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200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所获得的选票超过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仅次于右翼总统候选人希拉克，排名第二位，因而与希拉克双双进入了第二轮，极大地震动了欧洲和西方世界。极左势力也在变化和重新组合。正是这些变化和重新组合，21世纪初形成了以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和左翼社会党为两大核心的多极化的法国政党和政治格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政坛上出现三次左右翼共治。在三次共治期间，执政者内部经常发出不和谐、不协调的声音，妨碍了法国内外政策的实施。因此，法国政界要求缩短总统任期的呼声日益高涨。2000年6月，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7年缩短为5年。该修正案还在当年9月获得公民投票73%有效票的赞同。自此，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相隔一个月进行，避免了左右共治的再次发生，从而消除了执政者内部不和谐、不协调的声音，有利于法国当权者内外政策的实施。

2000年6月出台了一项关于男女获得同等参政机会的法律，规定在今后的各级选举中，各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里男女各占一半。正是这项法律，大大提高了法国妇女的参政率，从而提高了法国妇女的政治地位。自此以后，在法国政党中出现了女党首，在总统选举中出现了女总统候选人。正是该项法律的实施，在法国议会、欧洲议会以及在政府中法国女性的比例大幅度的提高。

从2002年5月至2012年5月，法国两届总统都是右翼人民运动联盟的党首希拉克和萨科齐连任，但是，在萨科齐总统执政的中后期，由于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攀升、失业者数量的急剧增加、民众购买力的下降，引起选民对右翼执政的不满，转向支持在野的社会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2008～2011年的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从而导致法国政治力量发生逆转——左升右降。

2012年，法国左翼延续这样的好势头，在5月的总统竞选中，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1.62%的有效票战胜人民运动联盟总统候选人萨科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十届总统。接着，在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和其他左翼乘胜追击，取得过半数的席位。社会党取得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双胜利。从此，法国结束了右翼长期把持政权的历史，开始了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执政的新时期，从而使法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 艾罗政府的组成及其特点

奥朗德总统就职后，任命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为新一届政府的总理。艾罗于5月16日组成新政府。在国民议会换届选举后，6月21日艾罗组成第二届新政府，也是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第36届政府。本届政府经过2013年3月19日微调后总共38名成员，其中总理1名，部长20名，部长级代表17名。

艾罗政府的组成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奥朗德总统兑现了他在竞选时提出的新政府中实现性别均衡的承诺。经过2013年3月微调的艾罗政府38名成员中（包括总理），男女正好各占一半，男性占19名，女性也占19名。它是法兰西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男女数量均等的内阁，成为今日法国政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二，在艾罗政府成员中，社会党温和派占主导地位，政治新人获大量起用，从而使内阁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而新政府新设的生产振兴部，也被认为是一个创新。

第三，竞选联盟中的左派政党也被吸收入阁。其中，左翼激进党占3名，欧洲生态—绿党占2名，其他左翼占1名。例如，年轻的欧洲生态—绿党的全国书记迪弗洛担任国土与住房平等部长，凸显了奥朗德总统对住房建设的重视。

第四，艾罗政府大量起用移民后代精英。例如，生产振兴部负责中小企业、创新与数字经济的部长级代表佩尔兰出生在韩国、6个月大时被法国父母收养，在法国长大，接受法国精英教育。39岁的她成为法国第一个亚洲面孔的中央官员。

三 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法国总统奥朗德为了打造新政府“廉洁高效”的形象，决定全体内阁成员自动减薪30%，并在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上首次制定了《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简称《道德宪章》），于2012年5月17日首次召开的新政府全体成员会议上，要求每个与会者遵守《道德宪章》，并在该宪章签字。艾罗总理宣布，如果政府成员不同意或违反宪章，必须辞职，不得留任。

《道德宪章》的开篇强调，政府要取信于民，要与公民建立“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通过政府的活动和政府成员的形象日复一日地建立起来的。一个孤立的错误就足以持久地破坏这种信任关系”。

《道德宪章》首要原则是“团结与合议制”。它强调合议制原则，因为政府成员“集体的商议能够寻求出最正确的措施并避免出现差错”。然而，一旦做出决定，需要时在政府首脑作出仲裁后，就要实践团结一致的原则。《道德宪章》的建立和在“团结与合议制”的原则上达成共识，有利于维护执政者之间的团结，发挥政府成员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和行政效率。

《道德宪章》第二原则是“咨询与透明”。其一，“政府成员要维护好所在部的社会伙伴的总体关系。他们要采纳社会伙伴在重要决定上的意见。”其二，“政府成员应当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呼声。”其三，“政府有着政情透明的义务。它要严格地尊重保证公民获取行政文件的规定。它还要采取实际行动确保互联网上大部分公共文件的免费和方便的使用权。”

《道德宪章》第三原则是“公正”。该原则的第一个内容是：“政府成员要为总体的利益服务。他们应当，不仅仅要体现完完全全的公正，而且还要避免为私利服务的所有怀疑。”为此，政府成员必须申报财产并给予公布。《道德宪章》将政府成员的财产也予以公开，进一步扩大了法国高级官员财产公布的范围，从而加强了法国民众和舆论的监督权利。该原则的第二个内容是：“政府成员要坚决拒绝所有外国政府，或者与自己所在部门相关联的自然人或法人发出的私人度假的邀请。他们应立即，或者在活动结束后，向国家资产局交回价值超过150欧元的礼物。”该原则的第三个内容是：“政府成员应拒绝参加其活动与自己所在部门有关哪怕是非营利性的任何组织。”该原则的第四个内容是：“政府成员应坚决杜绝对涉及自己家庭成员或者亲友的处境的干预。”

《道德宪章》第四原则是“廉洁与模范”。该原则的第一个内容是：“调拨给部长的经费是专门留给部长履行使命时使用的。唯有部长行使职务时才能动用这笔经费，才能由国家承担。”《道德宪章》第四原则的第二个内容是：“拥有一套公务住宅的政府成员应折合现金申报。”如果该政府成员还拥有社会福利住房（由政府补贴的低租金住房），则必须将该住房交回。《道德宪章》第四原则的第三个内容是：“当出差时间不超过3小时时，政府成员应优先考虑乘坐火车这样的交通工具。”这就意味着，政府成员出差超过3小时以上，才能乘坐飞机。《道德宪章》第四原则的第四个内容是：“除了乘坐使用摩托车队护送的特别限制不在此例，政府成员乘坐汽车出行应谨慎和遵守交通规则。”就在2012年1月，十分张扬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出行时，其护送的摩托车队撞倒行人，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这是前车之鉴。《道德宪章》告诫政府成员出行时不要张扬，要小心翼翼，要做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

正是根据《道德宪章》的要求，艾罗政府提出200条简政放权的措施。为了遏制政府高级官员偷税漏税和转移财产，法国政府网站于2013年4月15日晚公布了艾罗政府全体成员的财产情况，包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即政府成员必须申报名下拥有的银行账户、保险、贷款、汽车、艺术品、珠宝等，有些人还将配偶的财产计入其中。艾罗政府还于2013年4月24日提出《提高公共生活透明度法案》，将财产申报和收益的官员和民选代表扩大到7000人，并成立“公共生活透明高级机构”，以加强监督，以及对瞒报和谎报的惩罚力度。这是自1988年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来又一次采取的重大措施。自此，在欧洲国家中除了斯洛文尼亚不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外，其他国家都已经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法国媒体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法国人认为建立官员财产公示机制、政府机制透明运行、接受公众监督是国家的需要。

第二节 国体与政体

一 国体与政体的演变

1789年大革命前，代表着积极向上的那些非常革命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开展了对法国封建专制彻底地揭露和无情地批判。他们在鞭挞“君权神授”理论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天赋人权”学说，并据此建立了民主的国体与政体的基本政治原则：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即斐扬俱乐部）控制了国民制宪议会，并于1791年9月通过了法国第一部宪法。该宪法宣布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立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行政权归国王；国王是陆海军最高统帅；他有权任命各部大臣和外交人员；在征得立法议会同意后国王有权对外宣战和媾和。但是，国王路易十六不满足现有的权力，企图以武力恢复已失去的天堂，其结果被送上了断头台。

继后，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2日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并于1793年通过宪法。宪法确认第一共和国的目的是谋求公共福利；最高立法权属于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最高行政权属于24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以保障公民享受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对议会负责；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反抗政府的压迫；公民享有劳动权、社会经济权和受教育权；成年男子享有普选权。这种政治结构通常被称为法兰西共和国中最民主的结构。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先后由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上台执政。

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紧急情势下，拿破仑·波拿巴1804年在巴黎圣母院从教皇手中接过皇冠加冕，法兰西第一帝国宣告成立。拿破仑称帝伊始，立即着手建立适应帝国需要的国家机构。他使行政权日益集中，立法机构形同虚设。他逐渐把立法机构撇开一边，通过听命于他的参事院或元老院颁布政令。他改组司法机构，清洗法官。拿破仑一世严密控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正是利用帝国的这种政体，他在击溃外国入侵者后转为对外穷兵黩武，侵略扩张，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

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后，波旁王朝的代表国王路易十八签署了1814年宪章，又一次建立起君主主宪制。宪章赋予国王很大权力，他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直接颁布法令。实行议会两院制，即贵族院和众议院，前者由国王任命，后者的选举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宪章只给公民有限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严格规定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824年9月继位的国王查理十世妄图复辟封建君主制度，终于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君主立宪制又一次覆灭。

1830年七月革命导致了七月王朝的统治。但七月王朝的君主立宪制与1791年君主立宪制有所不同。它实行议会两院制：众议院和贵族院。它的议会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如议员拥有质询权和倒阁权。它的内阁必须得到议会和国王的双重信任。但是，七月王朝仍然拒不实行普选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中、小工商业资产阶级仍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掌握政权的只是一小撮金融贵族，终于导致君主立宪制的彻底灭亡。

1848年二月革命中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1月公布了1848年宪法。宪法确定，第二共和国为民主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以家庭、劳动、财产和公共秩序为基础。设置总统和副总统；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总统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统帅军队，保证国家的安全。总统任命内阁成员，主持内阁会议，并领导政府工作。总统还有权任命外交使节、军队司令、省长等高级文武官员。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3年。国民议会不受监督，不得解散，它拥有立法权、宣战权。第二共和国实行总统制。

但是，正是这种总统制把法国引向专制帝国的道路。路易·波拿巴效仿他的叔父拿破仑一世，通过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由总统变为终身制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他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于一身，一切机构和官员都要听从他的旨意行事。他建立严密的警察监视和告密制度，取消一切民主成果和公民的权利，强化专政。他与天主教结盟，扶植天主教会，恢复教会的一系列特权，使天主教成为帝国的精神支柱。但是，第二帝国的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灾难，发动对普鲁士战争，最终导致第二帝国的灭亡。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民主共和为内容的国体与政体经过80多年的君主立宪制、帝制和共和制的多次反复交换，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在法国国体与政体发展史上构成重要的里程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建立是法国抵抗运动和左翼进步力量反对德国法西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两个共和国都实行多党议会制。议会由两院组成。民选的议会拥有很大的权力，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实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公民不仅享有政治民主，还享有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普选权由第三共和国成年男性公民拥有发展到第四共和国成年男女公民拥有。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比较充分地体现和贯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政治理论和原则，从而促进了法国经济和社会长足的发展。

二 第五共和国国体与政体的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四共和国国体与政体的弊端日益显现，它给法国带来严重的后果，致使内阁更迭频繁。第三共和国历时65年（从1875年宪法出台算起），内阁更迭过107次，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8个月，而同一时期美国只更替过14届总统，英国只更换过20届内阁。第三共和国内阁是当时西方国家中闻名遐迩的短命内阁。然而比起第四共和国，它还是小巫见大巫！在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1年半中，内阁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20届，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6个月，其中最长寿命的不过一年多，最短的只有两天。第四共和国国体与政体的弊端越来越使国家机构难以正常运转，使政局十分动荡。到了第四共和国后期，每届政府执政时间越来越短，内阁危机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如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政府（1957年6月12日至9月30日）的寿命只有3个月，而内阁危机持续了35天。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总统科蒂在1958年元旦贺词中不得不承认第四共和国政治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

正值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叛乱而引发法国国内政治危机之时，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总统科蒂的“最后的一张牌”，被任命为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总理。第四共和国议会也授予新政府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殊权力，并规定修改宪法时新政府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第一，承认权力来自普选，行政和立法分离，政府对议会负责，司法权独立。第二，新宪法必须征求宪法咨询委员会和参议院的意见。第三，新宪法草案必须通过公民投票表决。

以戴高乐政治思想和主张为基础，遵循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制定应遵守的原则，借鉴了第四共和国国体与政体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并参考了英美等国宪法及其政体的机制和运行状况，戴高乐政府制定了新宪法，并于1958年9月由公民投票通过。1958年宪法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第16部宪法。正是根据这部宪法，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

三 半总统半议会制及其特征

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对第五共和国政体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断然地拒绝某些人提出建立美国式总统制和英国式议会制的主张，选择了半总统半议会制，从它的内含和外延、基本构架都做了具体的指导。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第五共和国政体称为“戴高乐政体”“戴高乐政治思想的体现和化身”。

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半议会制具有如下的特征：

（1）总统是国家权力的中心。1958年宪法极大地扩充了总统的职权。对此，戴高乐作过这样的评价：“宪法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真正地使共和国总统成为法国的元首和向导。如果没有这一特点，的确，宪法就会变得同过去一样。”尤其是1962年公民投票通过总统由普选产生后，使总统完全摆脱了议会的控制，从而大大地加强了总统的地位。自此，国家权力已经从第四共和国以议会为中心变成了以总统为中心。

（2）政府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加强。1958年宪法加强了政府的职责，收回了曾经转移到议会手中的某些行政权力，严格地划定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由于掌握实权的总统直接领导政府的工作和活动，由于宪法赋予政府某些原先属于议会的权力，使政府处于大大优于议会的地位。

（3）议会的合理化。第三和第四共和国议会之所以滥施权威，首先是议会地位无比优越，议会权力特别大；其次是议会内部缺乏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1958年宪法着意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使第五共和国议会“合理化”。

1958年宪法规定政府必须对议会负责，使第五共和国议会具有“议会制”的某些特征。宪法还赋予议会三大传统职权，即立法权、财政预算表决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使议会在第五共和国政治生活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总统的地位不再受到议会牵制，总理的任命和政府的组成也无须议会的批准，议会的三大传统权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立法的内容和范围有所缩小，取消质询等，使议会的权力受到较大的削弱。

（4）新的多党制。第五共和国仍然实行多党制，但与过去的多党制相比无论从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法国政党数量逐渐地减少，如经常参加议会竞选的政党已由过去的20～30个降至15个左右，其中较大的政党不过4～5个，其他小党无力与它们相抗衡。其次，法国政党从中间政党势力大、左右翼政党势力小的党派格局，演变成为左右翼政党势力大、中间政党势力小的党派格局。最后，与过去政党多变相反，第五共和国政党保持相对的稳定，因而有助于加强第五共和国政局的稳定。

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国体与政体纷繁多样，千差万别。西方大国不是实行总统制，就是实行议会制，像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独此一家。应当看到，历史上曾出现过德国魏玛共和国半总统制，目前西方某些国家如芬兰等也实行半总统制，但这些国家的半总统制同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有所不同。第五共和国政体既兼有美国总统制的特点，但是不是美国的总统制；同样，第五共和国政体也兼有英国议会制的特点，但是也不是英国的议会制，所以说是半总统半议会制。总之，第五共和国政体是法国和戴高乐的创新，在西方国家中确实别具一格。

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改革证明，法国政体能够发挥自身的调节机制，对政体各个环节进行改革和调节，应付各方的挑战，暂时克服危机，使当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较长期地生存和发展。

第三节 宪法与选举制度

一 1958年宪法

与第四共和国宪法比较，第五共和国宪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打破了以往宪法的结构和某些陈套旧习。

1.规定了第五共和国的国体

宪法第一章主权中的第二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在第二条规定中，首先宣告国体是共和国，而且是民主的和社会的。根据同一条规定，这个国体“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一条声明，“它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三条则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根据第二条和第三条结合第五共和国宪法序言承认1789年的《人权宣言》以及第四共和国宪法扩充了的人权和主权原则，确认为第五共和国的国体。

2.确定了第五共和国的政体

1958年宪法通过第二章共和国总统、第三章政府、第四章议会以及第五章议会和政府的关系的条文的规定，重新调整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这三种权力新的平衡，从而确定了第五共和国的政体。

3.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监督和咨询体系

1958年宪法第七章规定设置一个宪法委员会，主要从事违宪监督，同时兼有司法和咨询职能。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任命方式、委员的任期以及不可更换性，保证了它在行使职能时的独立性和中立性。1958年宪法第十章还规定设置一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并使该委员会在结构上和职能上比第四共和国的经济委员会都有所发展。总之，监督和咨询机构的设置，使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逐步完善，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将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4.确认了政党制度

1958年宪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投票选举，为此它们可以自由地组织起来和开展活动。这是在法国政治史上首次把政党制度载入宪法，它说明1958年宪法承认了法国政党和政治团体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事实，并规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5.发展了直接民主

1958年宪法第3条规定，人民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他们的“主权”，同时扩大了公民投票的内容和范围。与此同时，人民有权直接选举总统、议会议员以及地方议员，使公民有较多的机会直接参与政治民主的生活，接触到国内外重大的决策，从而提高了总统和政府所推行政策的透明度。

至今，第五共和国宪法已经经过24次修改和补充。为了适应欧洲一体化发展新形势的需要，1992年的修宪增加了第15章，章名为“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2007年的修宪，将“任何人都不得被判处死刑”写入宪法第66条，从而保障了公民的生存权利，体现了法国人的宽容和包容的传统，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2008年的修宪进一步限制了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加强了议会的监督权限，提高了议会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和参政权，加强了对公民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的保障，从而建立了第五共和国政体的新平衡。

二 选举制度

（一）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

选举制度是近代、现代和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大革命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了近代法国选举制度。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三共和国成立前，在近代法国选举制度中，围绕着选民与候选人资格，即实行有限选举还是普遍选举，经历了反复的变化。直到第三共和国成立，才最终确立了现代法国的以普选为核心的选举制度。但是，现代法国选举制度仍然具有局限性：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拥有选举权的男公民年龄偏高，必须年满21岁；普选仅限于在众议院实行，总统和参议员则是间接选举产生。二战后，当代法国选举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1944年妇女拥有了选举权，1974年又将选民的年龄从21岁降低为18岁，从而使当代法国选举制度，亦即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当今的法国选举制度，除了参议院由间接选举产生外，总统和其他的民选机构都是直接普选产生。

第五共和国选举制度分为全国选举制度和地方选举制度。前者有总统选举制度、国民议会选举制度、参议院选举制度、欧洲议会选举制度；后者有大区议会选举制度、省议会选举制度、市镇议会选举制度。


总统选举制度
 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每五年选举一次，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选举采用“两轮多数投票制”，即在第一轮投票中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即可当选。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无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则要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角逐。如果进入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中有人退出竞选，则由其他候选人按第一轮得票多少的顺序递补（但其得票率应达到5%）。在第二轮投票中，候选人获得相对多数即可当选。

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年满23岁的法国公民，同时还需获得来自法国至少30%以上省份的500名民选代表的连署支持。总统候选人一般由法国政党提前一年甚至两年酝酿提名，当然也有毛遂自荐的“独立候选人”。

宪法委员会进行监督。它负责审核总统候选人资格，正式公布总统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选举的结果。候选人还必须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密封的本人财产状况报告，以备当选总统后开启公布。法国政府组织实施总统选举，在中央设置全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全国选举活动的正常进行。地方成立地方监督委员会，监督地方选举活动的正常进行。法国内政部组织选举并统计投票的结果。

第一轮投票一般在4月22日的星期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全国竞选审计和政治资助委员会（CNCCFP）审查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2012年总统选举中，奥朗德竞选费用为2177万欧元，萨科齐竞选费用为2134万欧元，均未超过规定的上限。


国民议会选举制度
 每五年选举一次。候选人必须年满25岁，具有法国国籍，享有公民权利且完成服兵役义务的男女公民。候选人必须男女各占50%。在法国本土，国民议会的选举在小选区内进行（又称单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采用“单记名两轮多数投票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第一轮投票中，候选人获得本选区绝对多数选票（50%选票）始得当选。如果无一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在一周后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2.5%以上选票的候选人进入角逐。在第二轮投票中，候选人获得相对多数即可当选。在选票率相同的情况下，年长的候选人当选。

根据选举法规定，全法国（包括法国本土、海外省、海外领地）共划分577个选区，其中法国本土划分为555个选区，海外省15个选区，海外领地5个选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1个选区，马约特岛1个选区。小选区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人口数量为依据。每个省至少有2个选区，最多达到24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1名国民议会议员，所以国民议会总共有577个议员。

国民议会的选举还实行“替补制度”。候选人的选票都要附上“替补人”（suppléant）的姓名和其他基本情况。如果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进入第二轮投票的资格，但在第二轮投票前突然死亡，则由“替补人”接替参加第二轮角逐。如果议员被任命为内阁成员，也由“替补人”自动接替。

国民议会选举定在立法选举年的6月9日和16日举行。2012年选出的第14届国民议会议员的政治结构如下：左翼333席，其中社会党272席、欧洲生态—绿党16席、左翼激进党13席、左翼阵线10席、其他左翼22席。右翼224席，其中人民运动联盟191席、新中间党12席、激进党6席、其他右翼15席，国民阵线2席，民主运动2席，地方主义与分离主义者2席。其他极右1席。


参议院选举制度
 参议院法定拥有348名参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参议员的候选人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

为了保证全国各省在参议院中都有他们的代表，参议员的选举以各省为单位设置选区。参议员由各个省的选举团选举产生，选举团由省内的国民议会议员、大区议会议员、省议会议员以及市镇议会的代表组成，统称为选举人。选举方式视省分配的参议员名额而定：省拥有4名或4名以下参议员名额采用“单选（或者复选）两轮多数投票制”，省拥有5名或5名以上参议员名额采用“复选比例代表投票制”。

2011年9月25日改选后参议员的政治构成如下：社会党130席，人民运动联盟132席，中间派与共和联盟31席，法共、共和与公民运动联盟21席，民主与欧洲社会联盟17席，无党派17席。


欧洲议会选举制度
 欧洲议会共有736名议员，各国议席数基本是按人口比例及政治协商分配的，议席最多的德国占99席，法国次之占72个议席。欧洲议会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采用“名单一轮比例代表投票制”。法国有8个选区，本土7个，海外省和领土构成一个共同选区。

最近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于2009年6月举行。法国国内选举的结果表明，人民运动联盟成为最大赢家，得票率为27.73%，高居各党派之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社会党和欧洲生态—绿党，得票率分别为16.66%和16.03%。而其他参选党派得票率则均未超过10%。


大区议会选举制度
 大区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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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届任期6年。选举采用“名单两轮多数及‘多数席位奖金’投票制”（scrutin majoritaire de liste à deux tours avec“prime majoritaire”）进行选举。政府成员、议会两院议员、法国欧洲议会议员均可以作为候选人。候选人名单按省份分割，每份名单根据每省得票数量分配议席。在第一轮获得绝对多数的名单，可自动获得1/4席位，其他席位则按比例分配给至少获得5%选票的名单（包括多数名单）。如无任何名单在第一轮获得绝对多数，则举行第二轮选举；只有在第一轮中得票率超过10%的名单才能参加第二轮竞选（名单可以合并），席位则按照名单获得选票的比例分配。


省议会选举制度
 省议会是省的最高自治权力机构，以“单记名两轮多数投票制”普选产生。省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省议会按照选区（canton）进行选举，所以，法国习惯上把省议会选举叫做“选区选举”（élections cantonales）。

省议会的议席数量视该省人口数量而定，最小的省议会为15席，最大的省议会有79席。一个城市往往拥有几个甚至十几个选区；而在农村，往往几个村庄才拥有一个选区。法国共有4056个选区，按照一个选区产生一个省议员计算，法国总共有4056个省议员。

“单记名两轮多数投票制”规定，只有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登记选民12.5%选票的候选人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如只有一位候选人，或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达到这一得票率，则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第二轮选举无论投票人数多少，只要获得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如遇多名候选人获得同样多的选票，则其中年龄最大者当选。另外，每个候选人必须提名一名异性作为替补人。


市镇议会选举制度
 市镇议会由普选产生。市镇议员任期6年，每6年改选一次。3500个居民以下的市镇选举采取“复选两轮多数投票制”（scrutin majoritaire plurinominal à deux tours），3500个居民和3500个居民以上的市镇选举采取“名单两轮比例投票制”。3500个居民以上的市镇候选人的提名必须男女各占一半。国民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可在本人当选省的任何一个市镇参加市镇议员的竞选。市镇议员数量按市镇人口数量而定，一般在9～39名（巴黎、里昂和马赛例外）。

巴黎、里昂和马赛在法国市镇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市里还划分许多行政区，因此，选举市议会的同时，还举行区议会选举。巴黎市议会法定为109名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其中的一半。选举采用“名单两轮比例投票制”。


公民投票（亦称全民公决，refehendum）
 除了总统根据政府的建议行驶这种特权外，法国议会1/5议员提议并获得1/10选民支持，也可以就某个重大的问题举行公民投票。2003年3月28日法律修改第五共和国宪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地方也可以就地方的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从而又把法国的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选举制度的意义

（1）当代法国的选举制度，根据选举的对象和内容而不尽相同，可谓既复杂而又五花八门。尽管如此，它始终是法国各个政党特别是法国主要政党博弈的场所，是法国政党上台执政的必经途径。正是通过当代法国选举制度，实现了“政治替换”。事实上，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当代法国选举制度，不是右翼保卫共和联盟（以后是人民运动联盟）单独执政或右翼联合执政，就是左翼社会党或左翼联合执政，甚至实现了左右翼主要政党的共治。正因为当代法国选举制度的重要性，无论执政的右翼或左翼，都要根据自己的理念和政治需要，经常在选举制度上做文章，修改选举法，使自己在选举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获得更多的选票。

（2）自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选举，都是政治变化的风向标。正是在选举中，无论是全国性的选举还是地方选举，都能够发现选民的政治意向，对法国左、中、右的舍取，从而导致法国政治力量的变化：或者是左升右降，或者是右升左降。

（3）选举是法国公民权的最主要体现。正是通过当代法国选举制度，法国公民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利，并通过选举推荐自己喜爱的候选人，从而实现了公民的政治参与。

（4）所有的中央和地方的民选代表以及大区和省的行政长官、3万以上居民的市长、国有企业的高管，都必须向“公共生活透明高级机构”申报财产，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节 行政

一 总统

法国总统的职务始见于19世纪中叶的第二共和国，实行的是共和政体下的总统制。第三和第四共和国也设置总统，却是议会制。作为政府行政“拱顶石”的第五共和国总统，与第二、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总统有所不同。

1958年宪法第二章开宗明义地给总统的地位和作用下了一个总的定义：“共和国总统监督遵守宪法。他通过自己的仲裁，保证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的持续性。共和国总统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遵守共同体协定与条约的保证人。”第五共和总统要体现“国家的持续性”，起着“保证人”和“仲裁”的作用。

为了发挥总统“保证人”和“仲裁”的作用，1958年宪法赋予总统一般性的职权之外（如任命高级文武官员、主持部长会议、签署和颁布法律、保证司法的独立、统帅三军、派遣大使和特使、接受国书、发表咨文等），还赋予其许多特殊的权力。

（1）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的权力。1958年宪法第8条规定：“共和国总统任命总理。总统根据总理提出的政府辞呈，免除其职务。”“共和国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免政府的其他成员。”

（2）解散国民议会的权力。1958年宪法第12条规定，当政府同国民议会发生冲突时，总统在同总理及议会两院议长磋商后，可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进行选举。唯一的限制是连续两次解散议会的间隔应为一年。因此，解散议会成为总统对付议会反对派的最有效武器，成为悬挂在反对派议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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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举行公民投票的权力。1958年宪法第11条规定了总统有权把某些重要法案直接提交公民投票决定，这些重要法案有政府权力机构、政治和经济或者是民族社会方面的法律改革修订、批准共同体协议或条约。以投票的方式对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回答“同意”或者“否定”。如果所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宪法的修改，那么，公民投票就是一次“制宪会议”。有时候也可能是一次“立法会议”，这就是说公民投票面对的是某项立法草案，那么这项草案是否生效将取决于投票的结果。迄今为止，第五共和国已经举行过10次公民投票。

（4）1958年宪法第16条规定，总统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有权根据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行使某些非常权力。该条文规定“紧急状态”指的是“如果共和国制度、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严重的、直接的威胁时，以及宪法上规定的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活动受到阻碍时”，二者缺一不可。

总统的办事机构是设在爱丽舍宫（ralais de l’Élysée）的总统府。总统府是政治决策中心，指导和监督政府的活动，被称为“法国的隐蔽政府”。总统府的官员被称为“超级部长”。总统府的主要机构有四个：总秘书处、办公厅、私人秘书处、军事参谋部。

总统在当选后以及任职期满离职后，必须向“宪法委员会”申报财产情况，并公布在《政府公报》上，接受选民和社会的监督。

二 总理和中央政府

1.政府成员及其职权

第五共和国政府除总理外，还由国务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国务秘书组成。法国政府成员人数无法律上的限制，由总统根据需要决定。

总理的设置，一是为了辅佐总统行使权力。二是为了实现政府对议会负责，使总统超脱在议会之外，避免因为议会的纠葛而损害总统的权威。因此，法国总理被幽默地比作总统的“保险丝”或“避雷针”。三是领导政府的活动，实现政府的职能。四是在必要时，他可以代理总统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防务委员会。五是在特殊情况下他还可以代替总统主持部长会议。总理的办事机构设在马提尼翁大厦（hôtel de Matignon）内的总理府。总理府的办事机构主要有办公厅和总秘书处。

在政府成员中，国务部长的地位仅次于总理。他在政府决策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受到总统或总理的重视。历来法国政府中国务部长人数不等，任命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或是出于照顾有名望的前辈政治家，或是为了安插亲信，或是为了平衡政府中的派系力量，或是为了把某项工作和政策置于突出的地位。

部长主管一个部的工作。他可以根据法令所赋予的职权，在部内作出决定，发布命令。他参加政府的决策，代行总理委托的某些权力，副署由他负责执行的总统或总理的法令。他在议会中有答辩权。

部长级代表的地位仅次于部长。他负责总理或部长委托的某项专门工作。

国务秘书的地位次于部长级代表，共有三种。第一种是独立国务秘书，其地位最高。他负责一个规模仅次于部的部门工作，但其权限相当于一个部，可以提出单独预算和法案。第二种是总理府国务秘书，其地位稍次之。他受总理的委托处理某项特殊的任务。第三种是部长的国务秘书，其地位比前两种都低。他协助部长处理某项重要工作。

宪法以及有关法令和组织法都对政府成员的行为作了严格的规定。宪法第23条规定，“政府成员不得兼任任何议会议员职务”，凡接受参加政府的议员，必须在一个月内放弃议员的职务。总理和政府成员必须向“政治生活资金透明委员会”申报财产，并接受该委员会的跟踪与审查。

政府成员不得兼任全国性职业代表的职务和其他一切公职，不得从事一切职业性的活动。这样的规定从法律上可以避免政府成员贪赃枉法和假公济私的行为。此外，政府成员因个人过失或者工作上的错误构成民事责任，由行政法院或其他司法机构进行审理；在履行公务中构成轻罪、重罪或渎职罪，则应负刑事责任，由高级法院审理。

2.中央政府各部的设置

随着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法国国家和政府职能的扩大，法国政府机构也迅速地增加。19世纪下半叶，法国政府设置5或6个部，第三共和国每届政府平均有8个部，第五共和国每届政府增加到14～30个部。

第五共和国部的结构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层次分明。从纵向面看，多数部共有5层，即部长，部长办公厅，司、局、委员会，处，科。个别的部如新闻都只有部长和处两个层次。从横向看，各部设置的司、处、科的数目相差很大，最多的是经济与财政部，共设22个司和局，最少的是对外贸易部，它的具体业务由经济与财政部中的对外经济司管理。第二，相互借用。任命政府成员时，不一定设置相应的部。他们可以借用一个大部内的机构来执行他们的任务。各部之间，为了避免机构的重叠，也可以相互使用。

3.中央政府的会议制度

这是行使集体权力的主要手段。部长会议是第五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政府行使集体权力的主要会议形式。它表现出两大特征：第一，共和国总统亲自主持部长会议，并自始至终起着主导的作用。第二，会议坚持集体一致的原则。开会时，与会者经过充分讨论，在一致赞同的基础上，就某个问题作出决议和结论。特别是在处理紧急和重大问题时，部长会议更加体现全体一致的“圆桌会议”精神。

法国政府还召开另外两种会议，作为部长会议的补充。一个是限制性部长会议。它由总统主持，有关部长参加，讨论特定的、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为部长会议准备文件。另一个是部际委员会。它由总理或总理指定的部长主持，有关的部长、国务秘书、高级官员、专家和办公厅主任参加，讨论和解决专门的问题，为部长会议提供文件和资料。

三 地方管理制度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式的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体制和制度，确定法兰西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并建立了新的国家行政区。根据新的规定，全国分为83个人口大致相同的省，省下面再分为区、县和市镇，省和市镇是两个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与此同时，建立了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和管理地方国家机构，允许选出的地方代表进行地方自治，给予地方民选机构许多权力。直到今天，人们还把法国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称为“雅各宾传统”“雅各宾精神”“雅各宾主义”“雅各宾的制度”等。

拿破仑·波拿巴建立军事独裁后，又一次对法国地方管理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他取消了地方选举制度和地方自治权，建立起省、区和市镇三级地方行政单位。从省长到普通地方官吏（除了5000居民以下的市镇官吏由省长任命外），都得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议会的议员不再由民选产生，而是由中央或省长指定。地方议会协助省、区和市镇行政长官工作。

随着二战后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拿破仑一世进一步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严重起来。它主要表现在：

（1）中央任命和委派的国家官员和派驻的机构，与民选的地方议会和地方官员，相互隔离，彼此猜疑，甚至对立，经常发生误解乃至发生矛盾和冲突。

（2）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抵制和反抗。少数民族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地方管理制度，要求地方自治，要求拥有“选择权”或“保留祖籍权”，反对抹杀地区差异和民族的特色，反对中央剥削和压迫地方。

（3）中央委派的国家官员和派驻机构长期驻守在地方，与地方官员和地方机构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复杂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致使法律、法令和政令难以推行。

（4）由于中央派驻地方机构庞大和重叠，中央派驻国家官员臃肿，致使行政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低下，相互扯皮和推诿。

（5）高度的中央集权是对地方进行严密的控制，因而束缚了地方的手脚，抑制了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上述弊端已成为“法兰西沉疴”的主要症状。1981年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于1982年3月颁布了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主权的法令》，决定分期分批地下放权力。

（1）改革前，地方政府只有省和市镇两个层次；改革后，增加了大区行政单位，使法国地方政府由两个层次变为三个层次。

（2）“民选民治”给予大区、省和市镇相当多的权力和自由，使地方民选的机构和官员能够独立自主地管理本地的事务。

社会党的权力下放改变了法国数百年来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使不很健全的法国地方自治形式逐步地完善起来，使法国的大陆法系的地方自治形式兼有英美法系的地方自治的特点。

社会党扩大地方自治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增加了地方的生机活力。它能让地方充分调动本地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发挥各地的自然资源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确保法国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实施。它还能缓解高度官僚集权现象，减轻中央的行政负担，简化审批手续，减少文牍数量，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直到今天，法国坚持权力下放，不断地向地方放权，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性质。

四 行政监督和咨询机构

二战后，随着法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科技的发展，法国国家和政府职能日益扩大。在新职能中，监督和咨询两种职能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许多相应的机构，如监督机构、咨询机构等。

1.行政监督机构


宪法委员会
 1958年宪法第七章专门规定成立宪法委员会。它以违宪监督为己任，同时还兼有司法职能和咨询职能。宪法委员会在法律、条约和组织法颁布前审查其是否违反宪法和宪法的精神，并作出裁决。它接受议员就政府法案违宪问题和议会所通过议案的违宪问题的申诉，并作出裁决。它还对政府和官员是否违宪进行监督并作出裁决。宪法委员会的监督和裁决具有强制性，有关部门和个人必须服从，不得上诉和申辩。宪法委员会对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各个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力分配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尤其是对宪法在总统、政府和议会权力界限不明确和灵活之处，以及由此引起的争端，有权进行解释和作出裁决。宪法委员会有权就总统能否动用宪法第16条的非常权力提出意见。


审计院
 审计院监督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财政法律和财经纪律的实施过程，审查、判断和公布国家财政活动情况，有权调阅政府各部门的财会账目，请求处置违反公共财务制度的财会人员。它还直接向总统提出政府各部门财政活动的年度总结报告。除审计院外，还在大区设置地区级的审计庭，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进行监督。

2.行政咨询机构

在法国，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以及政党的咨询机构种类繁多，有“思想库”“思考俱乐部”“前景俱乐部”“贤人委员会”等，不一而足。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内部自上而下建立了咨询组织，它们与独立机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一起组成政府行政咨询体系。

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职能是：就政府提交的属于经济和社会性的法律草案、立法提案、法令、命令、计划和大纲提出意见和建议。就提交给它审议的法律草案和立法提案向议会两院申述自己的理由。就政府的经济计划和有关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行动纲领提出意见。政府也可以就此类问题主动征求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意见。

五 公职人员制度

第五共和国成立之后，于1959年2月4日颁布了新的《公务员总章程》，并陆续发布了一些法令和条例，对总章程作进一步补充和修改，使公职人员制度趋向完善和科学。

根据法国“国家改革、权力下放与公职部”发表的《2012年度公职报告》统计，2010年12月31日，法国公职人员总数为522.9万，占法国就业人口的19.5%。其中，国家公职人员为230.7万，占公职人员总数的44.1%；地方公职人员181.1万，占公职人员总数的34.6%；医务公职人员为111万，占公职人员总数的21.2%。在国家公职人员总数中，正式公职人员158.2万，非正式公职人员36.3万，工人3.9万，军人32.1万。在国家公职人员中，中央各部及其附属机构的公职人员为188.8万，占公职人员总数的36.1%。其中，教员77.2万。法国居民与公职人员的比例为1000∶70。他们由《公务员总章程》进行管理。

1.公职人员的管理体制

法国政府对公职人员进行分类，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了现代的和科学的管理体制。

（1）公职人员的分类。法国公职人员按职位和文化程度分为A、B、C、D四大类集团。A类公务员集团又称为高级文官集团，如司长、局长、教授、工程师、督察、顾问等。高级文官集团按工作性质和专业特点分为非技术性文官集团（如行政法院文官集团、外交文官集团等）和技术性文官集团（如矿业集团、桥梁和道路工程集团等）。B类公务员集团是一般政策实施者，包括行政秘书、邮电监督员、公用事业中的技术员、小学教员等。C类公务员集团担任执行性质的职务，包括办公室打字员、速记兼打字员、行政助手、办事员、税务调查人员等。D类公务员集团从事非专业性的工作，包括办公室值班人员、勤务员等。根据《2012年度公职报告》统计，2010年12月31日，在法国公职人员中，A类占29%，B类占23%，C类占46%，D类占2%。

（2）公职人员的管理机制。法国公职人员的管理实行部内制，在行政机构系统内设置公职人员管理机构处理公职人员的一切事宜。

法国总理府设置的“行政和公职总局”，管理着全国公职人员的事务，监督《公务员总章程》和其他有关公职人员的法律、法令和条例的实施，促进公职人员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动公职人员管理机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直接向国民议会和政府就公职人员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和报告。

（3）公职人员的咨询和监督体系。在法国公职人员管理体制中，也相应地建立了比较完整和科学的咨询和监督体系，它由“公职最高委员会”“对等行政委员会”“对等技术委员会”组成。“公职最高委员会”是有关公职人员事务的最高咨询机构，它有权讨论有关公职人员的一般性问题，对有关公职人员的章程、法律、法令和条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调解公职人员在鉴定、晋升、惩戒中出现的纠纷。“对等行政委员会”对行政部门处理公职人员的鉴定、晋升、调动、惩戒、解雇等问题进行监督和提出意见，听取公职人员个人的申诉。行政部门就公职人员一般性或特殊性问题，也要征求“对等行政委员会”的意见。“对等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本部门公职人员管理的规章制度，讨论行政工作方法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公职人员个人的保健和安全问题提出意见等。

（4）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高级公职人员，必须向“政治生活资金透明委员会”申报财产情况，以便让该委员会跟踪审查。

2.公职人员制度的主要内容

（1）通过考试择优录取。除了政府成员、总统和总理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员以及民选的官员外，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是外部招收还是内部晋升，都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录取遵循平等原则，以品行和才能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2）加强培训。凡被录取为高级公职人员，在分配工作前还要到专门学校培训2～3年。凡被录取为普通公职人员在分配工作前也要经过半年的业务训练。另外，政府部门有计划、分期分批安排在职公职人员轮训，以便更新他们的知识和专业。

（3）定期考核和鉴定，按功过晋升和奖罚。每两年要对公职人员的工作和表现写出评语和鉴定。考核和鉴定项目视职位而定：高级公职人员的考核和鉴定有14个项目，普通公职人员的要求低一些，但考核项目也至少有6项。

法国公职人员的晋升有晋级和提职两种。晋级主要看资历，公职人员工作一定的年限，根据职业的差别、鉴定的优劣进行综合考核，够条件的就自动升级。提职由行政长官根据公职人员三次鉴定进行挑选，然后由晋升委员会逐个审议提出意见，考试委员会进行业务考核，择优提职。

（4）待遇和福利。待遇由基本工资和各种补助、津贴组成。


工资制度
 它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指数化原则。公职人员的工资按级别和职务列入从最低100到最高1015的表格中，把工资直接与物价挂钩，即工资等于工资指数乘以最低生活费，而后者每年根据物价指数来调整。第二，缩小工资差别的原则。二战后初期，公职人员最低和最高工资的差别幅度为1～8之间。此后，法国政府不断地增加低工资的指数起点，并通过工资累进税制限制高级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使平均净工资差别幅度逐渐缩小到1～1.7的范围。第三，协商原则。每年就公职人员的工资问题与公职人员工会举行谈判协商，并使之制度化。

据《2012年度公职报告》统计，2010年法国公职人员月平均净工资：国家公职人员为2459欧元，地方公职人员为1800欧元，医务公职人员为2205欧元。其中，国家公职人员2010年的月平均净工资：A类为2758欧元，B类为2334欧元，C类为1869欧元。


津贴制度
 津贴按季度支付，计有住房津贴、安家津贴、出差津贴、重活累活津贴、危险工种津贴、服务方式津贴等，不一而足。津贴和补助相当于基本工资的一半。


福利制度
 公职人员享有较为优厚的福利待遇，如每年享有带薪休假5周、公费医疗、病假和工伤假、女公务员的产假等。这些福利政策和措施可以改善公职人员的工作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进他们的身体健康，满足他们的娱乐和业余文化生活的需要。

（5）退休制度。19世纪末，法国开始实行公务员退休制度。第五共和国对原有的退休制度作了补充和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和符合国情，使公务员队伍不断地新陈代谢，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老、中、青的合理结构，增添了政府部门的活力和提高了工作效率。

（6）权利和义务。公职人员的基本权利有：第一，公职人员享有信仰某种政治思想、哲学观点和宗教的自由，主管部门不得横加干涉，不得由此剥夺其担任公职和晋升的权利，也不得把它载入公职人员的档案。第二，公职人员有权参加政党和政党活动，有权参加未被禁止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参加竞选和帮助他人竞选。第三，公职人员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除了公安警察、狱吏、法官、军人和国营保险公司职工外，其他公职人员有权组织和参加罢工。

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有：忠于职守，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遵守法制、纪律和规章制度，廉洁奉公，严禁从事有利可图的活动或兼任有报酬的其他公职或赢利性的私人职务，严守职业机密，在工作中不得发表政治见解，等等。

第五节 立法与司法

一 立法

近代法国议会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它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分立和“主权在民”的理论原则为指导，把封建王朝的三级会议改造成为代议制机构。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期间，随着法国政党的诞生并日益活跃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和议会之中，法国议会的职能日益扩大，其权威也日益提高，直至变成了“万能的议会”，凌驾在行政和政府之上，从而破坏了立法、行政、司法的平衡。

第五共和国创始人和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者吸取了第三和第四共和国议会制度的经验教训，有意识地对第五共和国议会的权力、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有力的限制。1958年宪法把议会排在第四章，在第二章共和国总统和第三章政府之后，就足以证明议会在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中已经降格。第五共和国议会的权力缩小了，它不再是全能的了。第五共和国议会趋向“合理化”。

1.议会的结构

在法国议会史中，多采用两院制，使上下两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不过，在法国实行议会两院制的各个时期，均衡原则的表现方式也不尽一致，它随着法国议会制度的发展日益完善。

第五共和国也建立起议会两院制，即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戴高乐在解释原因时说：“法律和预算应由一个直接普选产生的议会最后通过，这是显而易见的，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议会的初步动议，未必是完全有远见而明智的，所以必须通过另一种选举方式再组成一个议会，以对第一个议会的议案进行审查、修改和提出建议。既然全国政治的主流必然要反映在众议院里，那么地方生活也应当有它们的倾向和权利。”在第五共和国议会制度中，国民议会的权力、地位和作用方面固然大大优于参议院，但参议院在两院制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如果选出的参议院多数派与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不一致时，势必对议会两院的立法活动产生影响。其次，参议院有权审查、修改国民议会的决议。最后，在必要时参议院可以成为政府用来抗衡国民议会的工具。

2.议会的组织和活动

参议院设在卢森堡宫（Palais de Luxembourg），国民议会设在波旁宫（Palais de Bourbon）。

（1）议长和议员。第五共和国参议院议长和国民议会议长分别是法国国家领导层中的第三号和第四号人物，在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五共和国议会两院议长分别由参议院和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在第一轮投票中，候选人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如未获法定的票数，在第二轮投票中仍以绝对多数当选，如还未获得法定的票数，则在第三轮投票中以相对多数当选。如果在第三轮投票中两位候选人得票数量相等，年长的候选人当选。现任参议长是2011年10月1日选出的社会党人让-皮埃尔·贝尔（Jean-Pierre Bel），任期为3年。第14届国民议会议长是2012年6月26日选出的社会党人克洛得·巴尔托洛纳（Claude Bartolone），任期为5年。

议会两院议长领导议会，主持议会会议，组织辩论，组织议会投票表决，宣布投票结果，通报议会会议情况。他们负责议会内外安全，维持会议秩序。他们协调议会两院各组织机构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和活动，定期召集各种委员会主席会议，应政府的请求召集有关委员会会议。他们还对议会党团之间的争执、议会党团参加辩论人数和时间进行协调和仲裁。他们对干扰和捣乱议会会场的议员进行必要的纪律制裁。参议长在必要时临时代行总统的职权。

议会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非选举产生的官方职位；不得兼任政府、欧洲联盟、外国和国际组织中的公职；不得兼任宪法委员会委员、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委员、法官等职务；不得兼任另一议院的职务，不得兼任政治性职业和有利可图的私人职业。议员的“代表性”的委托权，独立于任何其他权力，代表着“国家利益”而不是局部和部分利益，因此，对议员作出强制性的嘱托或指令均属无效和非法的。

（2）委员会。设置常设委员会和非常设委员会。

常设委员会是议会立法工作的主要场所，也是议会监督政府和行政权的主要手段。第14届国民议会设有8个常设委员会，即外交事务常设委员会，国防与军事力量常设委员会，财政、总体经济与预算监督常设委员会，宪法、立法和共和国行政常设委员会，文化与教育事务常设委员会，经济事务常设委员会，社会事务常设委员会，可持续发展与领土整治常设委员会。参议院也设有7个常设委员会，即外交、国防与军事力量常设委员会，经济事务常设委员会，社会事务常设委员会，财政常设委员会，文化、教育与通信常设委员会，宪法、立法、普选、规章和行政管理常设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地面设施与领土整治常设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审议有关的议案并作出结论，然后提交大会讨论和表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往往成为议会决议的基础。

非常设委员会有特别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三种。特别委员会是应政府或者议会的请求为审查法律草案和建议案而设置的。调查委员会就政府出现的但构不成司法诉讼的事故查明真相。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共事业和国有企业。在第五共和国议会实践中，调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议会几乎每年都成立过临时的调查委员会或者临时的监督委员会，对发生的重大事件或某公共事业和国有企业进行调查和监督，提出报告，作出结论，引起法国有关部门的注意。

（3）议会党团。国民议会中一个政党至少拥有20名议员、参议院中一个政党至少拥有14名议员、附有党团成员名单并发表一个共同政治声明，才能组成一个议会党团。议会党团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如主席、副主席和办公室），建立各自的组织纪律。它们参与议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任命，参加议长会议以便决定议会的工作日程，决定议会的工作方法等。它们还经常单独集会，决定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研究贯彻的方法。因此，议会党团在第五共和国议会的工作和活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14届国民议会有6个议会党团：社会党、共和与公民运动党团，人民运动联盟党团，民主与独立人士联盟党团，生态主义者党团，激进、共和、民主与进步联盟党团，民主与共和人士党团。参议院也有6个议会党团：人民运动联盟党团，社会党党团，民主与独立人士联盟党团，法共、共和与公民运动联盟党团，民主与欧洲社会联盟党团，生态主义者党团。

（4）议会的活动。议会两院按照议事日程进行活动。会议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例会，每年举行两次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期80天，主要用于讨论预算；第二次会议的会期90天，主要用于从事立法。另一种是特别会议，在例会闭会期间应多数议员或总理的请求召开。再一种是两院联席会议，是为了表决宪法修正案而召开的。

会议的讨论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公开的讨论，由发言者事先报名，议长安排发言。另一种是有组织的讨论，由议长按照议会党团的大小和人数比例分配发言时间。再一种是有限制的讨论，只允许有限的人发言。公开的会议占绝大多数。

3.议会的职权

第五共和国议会的主要职权有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

（1）立法权。立法权是法国议会最基本的传统权力，在法国宪法史中把议会叫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立法团，正好反映了议会的主要职能。法国议会的兴衰主要以它所拥有立法权的大小和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

1958年宪法第34条关于“法律应由议会投票通过”的规定，明确了议会最基本任务是从事立法，议会的立法活动仍然是经常性的立法活动，是第五共和国法律的主要来源，而总统和政府的立法活动则是补充。

1958年宪法确定了议会的立法范围，划定了法律和条例的界限，如宪法第34条指出了议会的立法项目包括有关公民权及其保障的法律；有关个人的国籍、身份、婚姻制度、继承权等方面的法律；有关司法制度的法律；有关税收和货币发行制度的法律；有关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制度的法律；有关公务员保障的法律；有关设立公共机构、转让国营企业和公共企业财产给私人所有的法律；有关国防、地方自治、教育、劳动和工会等基本原则的法律。除此之外均属于条例范围，由政府及其行政机构负责制定。宪法规定议会只能在这些划定的法律范围内从事立法活动，不得逾越。

在议会立法活动中，议员和政府都享有法律的倡议权，但政府在这方面处于比议员更加优越的地位。首先，议会必须优先讨论政府的法律草案和政府同意的法律建议案。其次，政府为了迅速通过急需的法案，可以使用“单一投票”的表决程序，中断议会的辩论，就法案的文本全部或部分进行表决。最后，政府拥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和资料来制订法律草案，而议员则缺乏这些手段。因此，政府在立法中比议员享有更多的主动性，政府的法案比议员的建议案更容易被接受，多数派议员的建议案或修正案比反对派议员的建议案或修正案更容易被采纳。

（2）财政权。在法国议会史中，议会拥有的财政权早于议会拥有的立法权，是限制国王财政权行之有效的手段，因而构成法国议会首个传统职权。第四共和国议会决定按各部预算和财政法案的篇名进行审议和表决，第五共和国议会则沿用了这种表决方式。

为了避免议会两院在辩论和表决时有意或无意（文本在两院之间穿梭往返造成）拖延时间，政府把财政法案首先提交国民议会。如果后者在40天期限时未能一读通过，政府则提交参议院，并在15天内作出决定。如果议会两院发生意见分歧，每院二读后均未能通过，那么总理有权召开由两院人数相等的混合委员会，共同拟订一个文本，再给两院讨论和表决。如果仍然未能通过，政府可以在议会两院再读之后，要求国民议会作出最后的决议。国民议会议而未决使财政法案在议会已逾70天，法案则以法令的形式自动生效。

（3）监督权。也是第五共和国议会主要职权之一，它对总统在执行其职务中所做的行为进行监督，如有叛国行为罪便提出起诉并由议会两院组成高级法院进行审判。它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对政府成员在履行其职务中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

第五共和国议会的监督程序主要有询问、跟踪监督和调查、信任投票、弹劾等。

询问有书面和头口两种形式。书面询问由议员通过书面方式向总理或部长提出问题，总理或部长必须在一至两个月内作出答复。书面询问可以涉及政府的政策和政府成员的个人问题。议员的口头询问被正式列入议会议程，它分为不可讨论和可以讨论两种。在前一种中，国民议会议员或参议员分别有2分钟或5分钟口头提问，政府有关成员回答，然后议员进行回驳，政府有关成员再答辩。在后一种中，国民议会议员或参议员分别用10分钟或20分钟提问，政府有关成员回答，然后其他议员发表看法，政府有关成员再次辩解。书面和口头询问都不得作出决议和进行表决。议会和宪法委员会对询问过程进行监督，防止产生变相的质询。第五共和国期间，议会两院的询问十分活跃和频繁，国民议会年平均询问达1.6万次之多。议员在询问过程中，揭露了政府中相当多的问题和丑闻，对监督政府起了不小的作用。

跟踪监督和调查通过委员会进行。委员会在跟踪监督时，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和分析信息和资料，举行听证会，实地调查取证，得出结论并提出报告。

信任投票程序又称为倒阁程序，对政府的施政纲领或总政策声明、对总理就某一文本（法案或提案）承担政府的责任，国民议会就信任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以决定政府的去留。

弹劾程序是国民议会采取主动态势来追究政府的责任，是国民议会实施“政府对议会负有政治责任”的主要表现，是指议会对总统和政府成员叛国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所进行的弹劾程序。这里的弹劾制度实际上是第五共和国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制度。

1958年宪法第49条规定了极其严格的弹劾程序，如弹劾案至少要有1/10议员（58名议员）签名方能受理，提出弹劾案48小时后才能进行辩论，然后投票表决，弹劾案获得绝对多数赞成票（至少289名议员）才能通过。为了使弹劾案难上加难，宪法还作出与第三和第四共和国议会计票办法截然相反的规定，表决只计算赞成票，弃权计为政府的支持者。1959年以来，国民议会共提出过数十起弹劾案，其中只有1962年一起获得成功，迫使当时的蓬皮杜政府下台。

二 司法

1.法律体系

法国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革命的风暴猛烈地冲垮了封建的法律体系及其原则，先后颁布了几个宪法、《人权宣言》以及废除封建制的各种法令，以单行法的形式明确了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初步肯定了反封建的胜利成果，为法国法律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800年8月，第一执政拿破仑决心“以法治国”，首先制定了《法国民法典》，然后是《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以及拿破仑一世以后制定的《法院编制法》，构成了通常所称的基本六法，成为当代法国法律体系的基础。

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当权者不断地对基本六法进行修改。与此同时，法国各部门还纷纷制定单行法以补充基本六法的不足。法国普通法院参考、研究和引用判例的现象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高等法院的判决，往往成为下级法院或法庭审判的指导原则和根据。总之，修改后的基本六法、不断涌现的单行法和极少量的判例构成了当代法国的法律体系。

2.司法机构

法国司法机构十分复杂，主要分为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系统，此外，还有特殊法院体系、权限争议法庭、特别高等法院和共和国法院、检察院。

（1）普通法院系统。普通法院系统按案件的性质又可分为民事法院系统和刑事法院系统两大类：民事法院系统依照民法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法院系统依照刑法审理刑事案件。无论民事法院系统或刑事法院系统都分为三级：地方法庭、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地方法院
 是法国基层司法机构。地方民事法院有：大审法院，主要审理家事案件和合同案件，也审理标的额1万欧元以上的商事案件。其中离婚案件、不动产拍卖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则专属于大审法院管辖。大审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原则上实行合议制，简易民事案件实行独任制审判。大审法院每个省份设置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则设置多个。小审法院，只受理标的额1万欧元以下的合同和劳动争议等民事案件。此外，消费者破产案件也由小审法院专属管辖，按专门的消费者破产处理程序进行审理。平均每个省份设置5个小审法院。近民法院，是近民司法改革的结果，其目的是让法国民众更易接近司法。它对4000欧元以下的小额诉讼、消费者权益案、邻里纠纷以及前四级违警罪进行简易快捷的审查处理。

地方刑事法院有：预审法院，在严重犯罪案件被正式审理之前，首先经过预审法院预审，预审实行二审终审原则。违警罪法院，是审理法定刑为2个月以下徒刑或罚金1500欧元以上的第五级违警案件。违警罪法院设在每个城市的区一级，审理案件通常实行独任制。轻罪法院，是负责处理较轻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法院，通常审理法定刑为2个月至5年徒刑的犯罪案件。轻罪法院设在每个省的省会，在人口密度较大的省里设有若干个轻罪法院。重罪法院，是负责审理法定刑为5年以上徒刑、死刑的案件。重罪法院设在每个省的省会，并以该省省名命名该重罪法院的名称。重罪法院是法国颇具特色的一级法院。第一，它不是常设法院，而是定期开庭，一般一个季度有一个开庭期，但是经过上诉法院院长与检察长协商后，可以在一个季度内增加开庭次数。第二，它是法国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中唯一设陪审团的法院，每一案件都由9人组成的陪审团出庭审理。第三，只受理经过上诉法院起诉庭同意起诉的案件。第四，对重罪法院作出的判决不许上诉，但可以就法律问题申请最高法院复议，故重罪法院作出的判决一般就是终审判决。


上诉法院
 是第二级司法机构，是法院体系中主要的二审法院。上诉法院是审理民事和刑事上诉案件的主要审判机构，除大审法院行使部分上诉审判职能外，一般案件的上诉审理均由上诉法院承担，但案件标的必须高于4000欧元，并有权变更下一级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设有预审法庭、民事法庭、社会法庭、轻罪法庭、未成年人法庭、刑罚适用法庭、征收法庭，分别审理各类上诉案件。其中，轻罪法庭负责审理对违警罪法院与轻罪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原则上，2～4个省份设置一个上诉法院。


最高法院
 是最高一级的司法机构，分为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最高法院受理民事和刑事的上诉案件，它审理上诉案件的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是否准确而不是审查原案的事实。如果最高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原判不当，可将原判和法律上应做的“正当解释”一并交由原审判法庭同级的法庭再审；如果最高法院审定原判得当，则维持原判，并最终了结案件。最高法院的结论具有权威性，下级法院必须服从。

（2）行政法院系统。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的行政法院发源地。法国大革命初期，为了保证行政权的独立性，更好地发挥中央集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1791年宪法明确禁止司法机构侵犯行政领域的活动，强调有关行政事务的诉讼应由行政机构本身来处理。这些规定为大革命后行政法院的建立提供了法律根据。随后，拿破仑一世在巴黎创建了一个参政院和在各省建立了省级参事院，成为行政法院的前身。从第三共和国开始，参政院和参事院审理和判决的有关行政案件激增，从而使该机构演变成为以司法职能为主的部门。19世纪末，参政院终于成了一个有一般管辖权的初审和终审法院，直接管理一般行政诉讼案件，并具有司法机构的一切特征，如公开审判、律师辩护、公诉制度、陪审制度以及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宣判。从此，这些机构归属司法部门，自成体系，并独立于普通法院。1953年，参政院改名为行政法院，参事院改名为行政法庭。

行政法院分为三级：地方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


地方行政法院
 其职权主要有两项：审判和咨询。地方行政法院的审判职权，主要根据事物管辖和地域管辖两个方面来确定。（1）事物管辖，又称级别管辖。一切行政案件除法定由其他法院受理外，均以地方行政法院为第一审法院。不服地方行政法院的判决，可以向上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上诉。（2）地域管辖，地方行政法院原则上对其管辖区内行政机构的决定和行政合同的诉讼有管辖权。


上诉行政法院
 1987年在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创设。设立该法院的目的是减轻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负担，加速行政诉讼的进程。上诉行政法院的权限为受理法律规定的地方行政法院的上诉案件。上诉行政法院法官，至少必须具备地方行政法院一级法官资格，而且还需要有6年的工作经验，其中4年必须是从事审判工作。法国共有8个上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行政诉讼机构，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充当这些案件的初审法院。它还受理上诉行政法院的上诉案件，并充当这些案件的终审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受理的行政纠纷案件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有关执行性公务的诉讼以及因营业性的活动而要求国家或地方赔偿损失的诉讼，才归行政法院审理。执行性公务的诉讼包括：第一，要求撤销公务中的越权命令或行为，如某部长未经法律所规定的手续将下属撤职。第二，要求制止滥用职权的行为。第三，要求赔偿在公务中所蒙受到的损失。最高行政法院的审判与普通的法院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前者审判案件不是依据基本六法，而是行政法。行政法主要是判例法，它由最高行政法院历来的判决和解释所构成，而成文的、经过法律或法令规定的行政法仅占很小部分。第二，最高行政法院的成员不是法官，而是行政官员。他们由政府部门任命和调动。

最高行政法院对政府的法律、法令、条例以及其他法规草案（如组织法、行政法）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审查这些内容是否与现行法的内容协调一致。它还就行政管理和行政改革方面的措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它有权监督和检查行政管理措施在各政府部门实施的情况。

最高行政法院由司法部长领导，一名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它设置一个行政组和一个诉讼组，诉讼组人员多，力量也最强。他们通过工作获得行政工作经验，熟悉官场的活动，然后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因此，行政法院实际上也是输送人才的“学校”。

（3）特殊法院系统。法国特殊法院系统按案件的性质又可分为特殊民事法院系统和特殊刑事法院系统两大类。

特殊民事法院系统有：商事法院，负责审理一审商事纠纷案件。其法官属于非职业司法官，由商人中选举产生；劳资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劳动合同和试用合同所引起的纠纷案件；社会保险法院，负责处理在社会保险中出现的普通法律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农村租约对等法院，审理在履行农村租约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特殊刑事法院系统有：未成年人法院，法律禁止对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但对13～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必须进行惩罚。军事法院，又分为和平时期军事法院和战争时期军事法院。前者设有特别轻罪法庭和特别重罪法庭，后者设有领土内军事法庭和高等军事法庭，领土外的军队军事法庭和军事法庭。海商事法庭，审理海上违法犯罪的案件。

（4）权限争议法庭。二战后，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加，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之间权限冲突日益激烈。为了解决这两个司法系统的争端，法国在这两个司法系统之上又设置了权限争议法庭。

权限争议法庭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以下三类纠纷案件：当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都认为某一案件不属自身管辖范围时，则将该案件转交争议法庭。该法庭对案件本身不进行审理，只是确定其审理的权限归属问题。当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都认为某一案件自身有权审理而发生争议时，则应把该案件提交争议法庭，由它确定审理机构。当某一案件既与行政部门或某官员有关，又同某个公民有关，而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双方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时，争议法庭则有权重新审理该案，并作出裁决。由此可见，争议法庭实际上是解决权限归属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的裁决机构。

（5）特别高等法院和共和国法院。根据1958年宪法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规定而设置，是有别于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特殊司法机构。


特别高等法院
 由国民议会议长担任院长，并从议会两院的议员中选出特别高等法院的组成人员。

由于总统在任职期间不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不得被任何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审讯或追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无权受理总统的案件，只能成立这种特别的司法机构进行审理。特别高等法院对总统在任期间与其职责不相符的重大失职行为被认定负有政治责任，以全体成员的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罢免总统职务。


共和国法院
 由15名成员组成，其中12名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各选出6名议员，另外3名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1名法官任共和国法院院长。

共和国法院对包括总理、部长、部长级代表、国务委员在内的政府成员具有刑事管辖权，对政府成员在履行职务中的重罪和严重轻罪进行审理，判明对其职务行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根据《刑法典》作出判决。

（6）检察院。法国检察院表现出典型的大陆法系的特征，它们不是独立设置的，而是附属在法院系统内，所以法国检察官同审判官的地位一样，同为法官。不过，法国审判官叫做“坐着的法官”，法国检察官叫做“站着的法官”。

法国检察院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自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与法国各级法院相平行：初审法庭的检察院、大审法庭的检察院、上诉法院的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检察院。第二，法国检察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检察官根据个人意见和上级检察院的命令独立地作出结论和提出公诉状，不受同级法官的约束。法国检察官直接受上一级检察官和司法部长的监督和领导。第三，法国检察官的任命按法国公务员总章程办理，其职务也不是终身制。

法国检察院就刑事案件进行起诉、公诉和执行刑罚。在预审阶段，检察院以司法警官的身份，领导预审和侦察、监督公诉活动的过程，对预审法官的一切裁决提出抗诉。检察院要尊重审判法院的最终判决，并根据最终判决监督执行刑罚。法国检察院就民事案件作为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一方参与诉讼。在民事案件中，检察院可以查阅有关宗卷，监督法律、法令和规章条例的执行，对涉及社会治安的案件作出决定。法国检察院领导其所属的司法警察官兵的一切活动，有权调查经纪人、拍卖估价人和司法助理人员（如公证人、律师等）的档案，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

3.审判制度

法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有各自不同的程序。

在发生刑事案件后，首先由预审法官秘密地进行侦查，审问有关证人，按情节的轻重将报告分别移交相应的检察院，由该检察院检察官准备起诉。其中如违警罪法院不设检察院，则由警方担任公诉人。如报告涉及重罪，应先送交地方上诉法院的起诉法庭，由该法庭发出起诉批准令，移交重罪法庭审理。如确定轻罪则交给轻罪法庭。如确定为违警罪交违警罪法庭审理。起诉书包括犯罪事实、各种罪证、起诉理由和法律依据。起诉书由检察官起草，全体检察官署名，以避免在起诉中发生诬告和枉屈之事。开庭时，由书记官宣读起诉书，首席法官审讯被告，被告必须据实回答。接着，检察官、证人宣誓后陈述证词。然后，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员均可提问，证人回答。证人作证结束后，各方开始辩论。检察官和被告辩论律师之间的辩论尤为激烈。通过辩论，可以澄清事实。辩论结束后，首席法官要求陪审团（如果设有陪审团）就事实进行裁决。陪审团进入陪审室讨论，以秘密投票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法官根据这项决定判决罪名，宣告刑罚。

在民事诉讼方面，一般由原告（或原告律师）向有关法院起诉，被告进行答辩。法院对双方进行调解或作出裁决。

在行政诉讼方面，由原告向行政法院或行政法庭递交一份呈文后，查案员进行调查，听取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写出报告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开庭审判，根据调查报告、证词和被告的申诉，司法组全体成员作出裁决。

无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如果有一方不服法院的判决，都可以依据法定程序提出上诉或复审。

第六节 政党与重要社团组织

一 政党

1.政党的诞生及其演变

19世纪80年代，法国工人阶级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建立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斗争，于1880年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马克思指导下制定的党纲，成立了法国工人党。法国工人党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是最早诞生的法国政党。

1901年7月，受议会左翼多数议员支持的“保卫共和国”政府颁布了《结社自由法》，允许自由组建党派和民间团体。于是，法国各政治派别纷纷组成政党，如激进党、共和民主联盟。法国社会党和法兰西社会党于1905年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在1902年选出的众议院中，各个政党按其对共和民主制度的观点和立场初步划分为左、右翼两大营垒。经过一战的洗礼，法国政党重新分化组合，出现了许多新政党，如社会党、法共、共和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人民民主党、国民共和及社会党、法兰西行动等。其中多数为左翼政党，一些为中间派政党，少数为右翼政党。正是在这些政党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三共和国政党制度。这个政党制度突出的特点是政党林立繁多，软弱、涣散、多变。

第四共和国仍然实行多党制，除了保留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党外，还成立了许多新政党。但是，这些政党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议会中保持绝对多数，往往由几个政党结成政党联盟，共同组织政府联合执政。二战后初期，左翼力量强大，在议会中拥有的席位占绝对优势，从而实现了法共、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三党联合执政。1947年后，法国政局开始向右转，经常由激进党、社会党、人民共和党和独立党等几个主要政党交替组成各种政党联盟，轮流执政。这种政党联盟和联合政府只是各政党在争夺权力和瓜分肥缺中暂时妥协的产物，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发生意见分歧，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是有关的政党撤出政府酿成政府危机，就是通过议会推翻政府。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党的分化组合和政府更迭的频率要比第三共和国快得多，这就使国家机构难以正常运转，导致政局动荡。

2.第五共和国政党制度及其特点

第五共和国初期，摧毁旧政党制度和建立新政党制度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1958年到1974年，一方面，法国诞生了一些与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新政党，如戴高乐派政党；另一方面，传统的政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政党中，中间派政党或停止活动，或分化向左右政党靠拢。左翼政党几经周折，于1972年走向联合，成立以社会党和法共为核心的左翼联盟；右翼政党也组成了以戴高乐派和吉斯卡尔派为主体的两大集团。1974年总统选举后，终于形成了四大政党（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社会党、共产党）争雄、两大派（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为一方的右派，社会党和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左派）抗衡的新党派格局和两极化（左、右两极）的新政党制度。

新政党制度特点之一是从两极化到多极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党派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法国经济长期不景气、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在法国社会中滋长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极右思潮，国民阵线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法国人民十分关心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要求“和平和团结的”生活，法国绿党和生态学派也因此应运而生。而社会党改革选举制度，决定以比例代表制代替右翼长期使用的多数两轮制的选举法，为这些小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8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除原有的四大党进入欧洲议会外，国民阵线如异军突起，获得11.07%有效票，也进入欧洲议会，并跻身法国大党行列，从而突破了四大党争雄法国政坛10年的格局。1986年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9.9%有效票，与法共并驾齐驱。而1993年第十届国民议会选举尽管采用多数两轮投票制，国民阵线在第一轮选举中仍然获得12.l%有效票，在1997年第十一届和2002年第十二届国民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分别获得近15%和12.45%有效票。在200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的选票超过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若斯潘，与希拉克双双进入了第二轮。它证明，国民阵线终于在法国政坛上站稳了脚跟，以该组织领袖命名的“勒庞现象”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绿党和生态学派在1988年市镇选举时，在推出的3000名候选人中就有1800名当选，而在198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再接再厉，得票率在法国政党中名列第四，远远地超过法共。在第十届和第十二届国民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它又分别获得7.9%和4.4%有效票，在第十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后，它参加了左翼联合政府。

绿党和生态学派、国民阵线的崛起突破了现有的法国党派格局。从此，在法国是六个政党（得票率在7%以上）而不是四大政党角逐在政坛上，是左、右和极右三极而不是两极出现在当代法国政党制度中。

新政党制度特点之二是法制化。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戴高乐及其追随者希望未来的政党制度应符合新政体的需要。因此，在法国宪法史上首次把政党载入宪法，1958年宪法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可以自由地组织并进行活动。它们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这一条文规定了政党的组织原则、政党的作用和政党应遵守的原则，从而使法国政党和政党制度法制化，使法国成为政党法制化的少数西方国家中的一个。

新政党制度特点之三是政党数量有所减少。法国政治家曾经形容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政党，有如法国奶酪品种那样的繁多。第五共和国保留了多党制的传统，在初期一般有20个左右政党进行活动。20世纪70年代，法国政党数量又比60年代有所减少，而能够左右法国政治生活的大党只剩下4个。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国民阵线以及绿党和生态学派，但并未由此造成党派林立。20世纪90年代，诞生了许多小政党，参加选举的政党在20个以上，但真正具有实力的依然是6个。第五共和国政党的“少而精”反过来加强了第五共和国政权和政局的稳定。

新政党制度特点之四是政党积极推进民主建设。进入21世纪，绝大多数政党重视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民主建设，调动党员和基层组织参与党的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其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各级党首由间接选举改为直选，例如2012年社会党新党章规定，从全国第一书记、省联合会第一书记到支部书记，都采取直选产生。全国第一书记由全党投票选举，省联合会第一书记由所在省的全省党员投票选举，支部则由支部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不仅左翼政党采取党首直选，右翼政党也是普遍地采取直选。另外，许多政党都对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和其他重要候选人预先在党内进行初选，亦即直接投票选出。

新政党制度特点之五是跨国化。自1979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第一次以直接普选方式选举欧洲议会以来，每次法国都有81名当选者进入欧洲议会。这些当选者主要是法国政党的代表。他们与欧洲联盟其他成员的欧洲议会议员一起，依据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组成相应的跨国议会党团。此外，一些法国政党都纷纷加入了泛欧洲政党，如社会党早就是欧洲社会党成员，法共参加了欧洲左翼党，国民阵线加入了欧洲极右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共和国政党制度出现了种种弊端：第一，无论左翼或右翼政党执政都不能解决法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党头面人物又经常出现腐败现象，致使政党在法国公众中形象不佳。第二，主要政党老化，吸收的新鲜血液少。第三，法国大大小小政党党员总数在50万人左右，占法国成年人口的1%，在欧洲国家中比例是较低的。它说明法国政党越来越脱离市民社会，在法国公众中影响力日益下降。

3.第五共和国主要政党


人民运动联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简称UMP）
 为了迎接2002年总统和议会的选举，法国右翼从2001年起酝酿联合起来。2001年1月13日，保卫共和联盟、自由民主党和法国民主联盟几个议员代表在《费加罗报》（Le Figaro
 ）上发表声明，成立“2002年替代联合会”，同年4月4日改名为“运动联盟”，翌年4月23日改名为“总统多数派联盟”。2002年11月17日召开奠基性代表大会，改名为“人民运动联盟”。该联盟以保卫共和联盟为主体，联合自由民主党和法国民主联盟中的希拉克派组成。该党党纲是“自由、责任、互助、国家、欧洲”，主张奉行务实、开放的经济政策，重塑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推动欧盟建设。

2002～2012年，人民运动联盟是法国第一大党，也是执政党，但是，它在2012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双双败北，沦为在野党。在此之后，人民运动联盟经历了内部力量的整合，最主要表现为党内重要人物争夺主席的位置，为2017年的大选占据有利的位置。2012年11月18日，人民运动联盟全党就主席人选进行投票，结果该党总书记科佩与前法国总理菲永（Fillon）先后宣布自己当选，造成法国政治史上的空前大丑闻。最终，该党的三名主要领导人，前总统萨科齐、菲永和科佩达成一致，该党将在2013年10月前重新选举党首，否定2012年11月的选举结果。

人民运动联盟2012年11月宣布拥有32.5万党员，党员主要来自工商业雇主、中高级管理人员、商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党员和选民主要集中在北部、西部、东南部和巴黎。人民运动联盟设主席、总书记。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有全联盟大会、全国理事会、政治局、方针指导委员会、全国书记处。地方组织有小组、选举区、省联合会、大区理事会。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çois Copé）为该党总书记。


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简称PS）
 成立于1902年，1905年4月与法兰西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或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发生分裂，其中少数派仍坚持社会党。20世纪30年代，它在勃鲁姆领导下与法共结成人民阵线并成立人民阵线政府。1951年参与创建社会党国际。社会党支持戴高乐重返政坛。1959年成为在野党并发生分裂，党员减少。1969年7月，社会党联合其他左翼小党派成立新社会党。1970年，新社会党与共和制度大会党合并。1971年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上创立社会党，密特朗任第一书记。新的社会党不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是以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1981年，社会党取得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双胜利后，进行了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1986年因政绩不佳，社会党成为在野党，1988年重又上台执政，1993年再次成为在野党，1997年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再次上台执政。2002年和2007年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连遭失败，再次成为在野党。2012年取得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双胜利，又一次上台执政。社会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理论，以平等、自由、互助、世俗、正义、和平作为党的价值观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2012年10月26～28日，社会党在图卢兹举行第76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口号是“行动起来，实现变革”。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社会党通过直选选举出全国第一书记，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以“原则声明”和“道德宪章”作为序言。新党章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首以及党内的地方行政长官由直接选举产生，全国第一书记由全党投票选举产生，地方各级党首由地方党员投票选举产生；党的总统候选人由全党和非党人士（承认社会党价值观）直接选举产生；党的机构组成和组织运作采取比例代表制原则；推行党内的参与民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加强向党外开放民主等。法国社会党新党章推进了民主建设，拉近了党与法国民众的距离，活跃了党内乃至法国的政治生活。

据2012年统计，社会党有17.2万党员。他们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西南部和中部地区。社会党的全国性领导机构有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理事会、全国局、全国书记处。地方机构有地方支部、联合会、大区联盟。社会党的基层组织是地方支部或企业支部。一个省的支部组成省联合会。现任第一书记是阿朗·德西尔（Harlem Désir），是欧洲主流政党的首位黑人党首。


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简称PCF）
 1920年12月，社会党在图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以加香为首的多数派另行组建法国共产党。1935年与社会党等组成人民阵线。1939年被宣布为非法，被迫转入地下。1940～1945年，它积极参加抗德的斗争，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壮大了队伍。1946年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众多选民的支持，党员总数达到80.4万人，成为法国第一大党。1947年5月被排挤出政府。1968年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1972年与社会党等结成左翼联盟。1976年法共第22大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口号。1979年法共第23大删去了党章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眼，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1981年参加联合政府。1994年法共第28大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的运转原则。1996年法共第29大进一步抛弃“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代之以“新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变革，提出“公民干预”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共一直在衰退，选民和选票在10%以内。进入21世纪仍然处在历史性衰退的过程中。2008年法共第34大号召建立“进步人士与公民阵线”，2009年与“左翼党”和“统一左翼”组成“左翼阵线”，目的是“为了改变欧洲”。法共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3个席位。在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推出左派党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为左翼阵线的总统候选人，这是1988年以来首次代表法共的非法共党员的总统候选人。法共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仅获得7席。法共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2013年2月7～10日，法共在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召开第36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本世纪法共人文纲领文件》，确定法共今后适应和面对国内外新局势的方针政策。继1999年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头版取消了共产党传统的镰刀斧头标志之后，法共第36大又宣布新的党员证上也不再印有镰刀斧头标志，以“欧洲左翼党标志”取代之。

据2012年统计，法共约有13.8万党员，缴纳党费的党员为7万人。其中工人占43%，职员占33%，技术人员、教员和管理人员占15%。法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理事会及其下属的全国局和书记处是执行机构，企业支部、地方支部和农村支部是基层组织。全国书记是皮埃尔·洛朗（Pierre Laurent）。法共机关报是《人道报》。


欧洲生态—绿党（Europe Écologie Les Verts，简称EELV）
 2010年11月13日，以绿党为主体，联合欧洲生态联盟和大区生态主义者成立新党——欧洲生态—绿党。自成立以来，欧洲生态—绿党的势力有所发展，2012年进入艾罗政府，在国民议会中拥有17席，在参议院中拥有12席，在欧洲议会中拥有15席。欧洲生态—绿党已经成为法国左翼中除了社会党和左翼阵线外的第三大力量。欧洲生态—绿党提倡保护欧洲、法国的生态和环境。2011年，欧洲生态—绿党拥有1.5万党员，其中大多数是中级和高级管理人员、大学和中学教员、研究人员、信息员等知识分子和新中产阶级。全国书记为帕斯卡尔·迪朗（Pascal Durand）。


左翼激进党（Parti Radical de Gauche，简称PRG）
 1972年从激进党中分裂出来的成员，支持左翼共同纲领，于1973年成立激进—社会主义左翼运动。它是中左政党。此后，它向左翼靠拢，经常与社会党、生态主义者结成联盟参加选举。1998年改名为左翼激进党。2012年参加艾罗政府，有数名左翼激进党人入阁。该党主席是让-米歇尔·贝莱（Jean-Michel Baylet）。


激进党（Parti Radical，简称PR）
 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901年，曾经是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重要左翼政党，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激进党在第五共和国成立后转变成为中间政党，1971年严重分裂，激进党元气大伤，并逐渐向右翼靠拢。1979年加入法国民主联盟，2002年加入人民运动联盟，成为中右政党。2011年下半年开始独立自主的活动。为表明它的传统性，激进党还将该党初建时党部所在地——巴黎一区瓦卢瓦（Valois）地名加在激进党名称前，故激进党又称为“瓦卢瓦激进党”（Parti Radical Valoisien，简称PRV）

2012年12月8日，激进党召开第11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的政治纲领是：促进学校的现代化，给予困难学生救助；加强社会对话，加强代际间的互助团结；改革税制，增进地方自治；确保公民日常生活的安全；建立欧洲公民社会，促进欧洲联合；加速南地中海融入欧洲。大会选出让-路易·博洛（Jean-Louis Borloo）为激进党主席。

目前，激进党拥有7名国民议会议员，8名参议员，3名欧洲议会议员，22名大区议会议员，60名省议会议员，198名市长，700名市镇议员。2007年，激进党拥有8000名党员。


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简称UDI）
 在让-路易·博洛倡导下，以激进党为主体，联合其他6个中间、中右、中左小党派，于2012年10月21日成立“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让-路易·博洛被选为该党的主席。该党定位为“开放、富有建设性的反对派”“平和、可信的替代力量”，欧洲建设、绿色增长和经济竞争力是其首要关切，提出建设“人性化的自由主义”。


新中间党（Nouveau Centre，简称NC）
 前身是法国民主联盟（UDF）中支持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的派别，于2007年5月29日成立，属于中右政党。对内主张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提倡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实行自由化政策，对外积极主张加强欧盟建设。新中间党于2012年9月加入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2012年拥有党员7319人。新中间党主席是埃尔韦·莫兰（Hervé Morin）。


民主运动（Mouvement Démocrate，简称MoDem）
 前身是法国民主联盟中的偏左派，于2007年5月10日成立，由法国民主联盟前主席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领导。2011年拥有3.5万党员。


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简称FN）
 成立于1972年12月，由形形色色的极右组织和极右分子组成。20世纪80年代，在法国经济不景气和极右思潮抬头的情况下，国民阵线有所发展，在选举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国民阵线的主要纲领是坚决保卫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欧洲建设、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外来移民和提倡精英统治。国民阵线坚持民粹主义，其口号是：“法国是法国人的！”

2011年1月16日，国民阵线在法国北部城市图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原国民阵线主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女儿、原国民阵线副主席让-玛丽娜·勒庞（Jean-Marine Le Pen）为国民阵线主席。

原国民阵线主席让-马里·勒庞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分别获得14.6%、15%、16.86%、10.44%的选票，现任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获得17.90%的选票，国民阵线成为法国第三大政治力量。国民阵线挤进了法国大党的行列，打破了法国两极化的党派格局。目前，国民阵线拥有2名国民议会议员，1名欧洲议会议员。2011年，国民阵线宣称拥有2.2万党员。

国民阵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是全国理事会、全国书记处、政治局。

二 重要社团组织

1.社团组织的诞生和沿革

法国大革命年代开始出现社团组织。那时，法国劳动人民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抗议物价上涨，在首都巴黎和其他城市组织起伙伴社，发起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出面干预，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与此同时，法国商人和工厂主也组织商会，积极地向当局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伙伴社和商会是最早在法国出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但是，法国制宪议会于1791年6月通过的《勒沙普利埃法》禁止公民组织社团，从此，公开的社团在法国销声匿迹。

此后半个多世纪，法国劳动人民为废除《勒沙普利埃法》和成立自己的组织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并赢得了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支持。拿破仑三世迫于压力，于1864年5月25日取消了对参加罢工要受刑事追究的规定，基本上恢复了罢工自由。他还于1868年6月6日宣布今后不再需要官方预先批准即可举行公众集会。自此，法国劳动人民可以进行集体组织活动。

第三共和国进一步放宽了对社会生活的控制，1881年6月颁布关于集会自由的法令规定，集会无须官方批准，只要事前24小时通知当局即可。1884年3月颁布的《职业团体法》，最终废除了实行近一个世纪臭名昭著的《勒沙普利埃法》，承认劳资各方组织工会、公会等的结社权利。自此，法国工会正式合法化，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法国雇主们也纷纷组织公会和联合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围绕巴拿马公司舞弊案和德雷福斯案件进行大论战，组成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分裂成支持和反对两大营垒，进行激烈的较量。1901年7月，法国“保卫共和国”政府进一步颁布了《结社法》，允许自由成立政党、社团组织，并给予已成立的社团合法的地位。自此，法国社团组织的存在有了法律依据，并趁机纷纷建立和大量地繁衍起来，如重要的工会和雇主组织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法国政局动荡，社会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尖锐，法国各种政党、派别和社会集团蜂拥而起，使利益集团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战后，第四共和国推广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扩大公民民主自由，进一步放宽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从而为社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第四共和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则为社团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2.第五共和国社团组织及其特征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社团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8年宪法序言继承了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所确定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包括“任何人皆有得借职工团体之行动维护其利益，并得加入其所选择之职工团体”的原则，在政治上奠定了当代法国社团组织发展的基础，从而使社团组织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第五共和国社团组织具有如下的特征。

特征之一是多样性和复杂性。按问题分类，有以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工业和农业问题、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吸毒问题、艾滋病问题等为目标的社团组织。按社会行业分类，有各种雇主协会和公会，代表大、中和小资本家的利益；有各种工会和联合会，代表不同倾向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其他社会阶层和集团也都有各自的社团组织。

特征之二是活动范围扩大。第五共和国社团组织的活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物质领域扩大到精神领域，如保护生态平衡、维护妇女权利和提高妇女地位、保卫人权等。

特征之三是制度化。第五共和国统治阶级把社团组织的活动纳入官方和半官方的轨道。1958年宪法还设专章，规定了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宗旨和原则，并增加了社团组织参加的人数。地方上还设有地方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部门纷纷建立起咨询性组织或顾问委员会，吸收有关的社团组织参加。第五共和国政府宣称社团组织为“社会伙伴”，并表示要经常与社会伙伴对话和协商。

3.第五共和国重要的社团组织


雇主组织
 雇主组织是法国资产阶级组成的社团组织。主要有法国企业运动、中小企业总联合会、青年雇主中心、法国基督教雇主中心、冶金公会、工商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雇主组织，主要用来影响国家权力机构，其中最有势力和最有影响的是法国企业运动。


法国企业运动（Mouvement des Entreprises de France，简称MEDEF）
 成立于1998年10月27日，其前身是1946年6月12日成立的法国雇主全国委员会。目的是使人了解企业主的观点和要求，通过立法反映企业主的愿望，发扬企业精神，推动企业与社会和政府进行对话，推动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欧洲雇主组织中维护法国企业的利益。它以众多的会员、充足的财源、雄厚的实力和广泛的联系而著称。它代表雇主资方与工会代表和政府进行对话和谈判。

它拥有85个职业联合会或协会，600个职业公会。它代表了法国工业、商业和服务行业（银行、保险、运输）中的75万多个公司企业，其中大型公司企业占全国大型公司企业的80%以上。2013年7月3日，法国企业运动选出新主席皮埃尔·加塔（Pierre Gattaz）。


工会
 法国工会是法国领工资者的组织，代表了法国领工资者的利益。它们在二战后为法国领工资者争取经济利益、政治和社会权利作出了贡献。法国工会众多，其中最有权威的有五大工会，他们也是法国政府定期对话与协商的社会伙伴。

这五大工会是：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简称CGT），法国第一大工会，1895年建立，2010年拥有会员68.2万人，总书记是蒂埃里·勒庞（Thierry Lepaon）。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简称CFDT），法国第二大工会，1919年建立，2013年拥有会员86.4万人，总书记是洛朗·贝尔热（Laurent Berger）。工人力量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Force Ouvrière，简称CGT-FO），法国第三大工会，1947年建立，2011年拥有会员50万人，总书记是让-克洛德·迈利（Jean-Claude Mailly）。法国基督教劳动者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简称CFTC），法国第四大工会，1919年建立，2012年拥有会员14.2万人，总书记是帕斯卡勒·科东（Pascale Coton）。法国干部与管理人员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I’Encadremen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Cadres，简称CFE-CGC），法国第五大工会，1944年建立，2006年拥有会员17.7万人，主席是卡罗勒·库韦尔（Carole Couvert）。


农民组织
 二战后，随着法国工业化速度提高，城市市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相比之下，法国农业相当落后，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差，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不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法国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社团组织。在众多的法国农业社团组织中，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Exploitants Agricoles，简称FNSEA）、全国农业青年中心、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信贷联合会和农业公会常设会议等四大利益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非职业性的社团
 法国还存在数量巨大的、非职业性的社团组织。它们的规模、会员数量和财源不能与职业性的社团组织相比，同时内部矛盾重重，经常分化和重组。但它们在动员舆论方面、对政府有关问题的决策和影响不可等闲视之。全国规模的非职业利益集团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有学生组织、退伍军人组织、家长—教师联合会、家庭协会、妇女组织等咨询性的社团组织；消费者联盟、环保组织等公共性的社团组织；还有国有化企业集团、文官利益集团等公共机构内部的社团组织。这种社团组织与官方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经常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反之，政府有关部门接受它们就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咨询，委托它们处理有关事宜。




 [1]
 法国执政党根据执政理念和政治需要，经常改变地方议会（包括大区议会、省议会和市镇议会）的选举方式，调整选区。右翼执政时期通过的2010年12月16日地方行政单位改革法规定，自2014年起，把现在的1757名大区议会议员和4056名省议会议员共两级议员合而为一，由3493名统称为地区议员（conseiller territorial）代替，既是大区议会议员，又是省议会议员。从2014年起，大区议会和省议会同时举行选举，采取“一轮多数制”，议员任期6年。目前，社会党政府正在酝酿进一步改革地方议会的选举法，重新划分选区。


 [2]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一把剑，是“即将临头的危险”的同义语。


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经济概况

一 二战后的经济发展


恢复时期（1944～1950年）
 二战甫停，炮火硝烟尘埃刚刚落定，法国政府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并使之现代化，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推行国有化，将许多与国民生计息息相关的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以便通过国家来引导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从1947年起开始实行发展经济的第一计划，重点建设基础工业部门。法国政府还通过“马歇尔计划”从美国获得巨额贷款，以便解决燃眉之急和资金的不足。正是这些政策和措施，使法国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得到了恢复，40年代末已经超过战前1938年的水平，农产品自给有余，配给制取消，千疮百孔的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治疗。


起飞时期（1951～1959年）
 法国政府除了继续推行国有化、计划化和利用美援外，还利用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工农业的生产力和劳动效率。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倡议并于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保证了法国紧缺的优质煤的供应，扩大了法国钢铁在欧洲的市场。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使法国度过了1952～1953年和1958～1959年两次经济危机。1950～1959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6%，仅次于日本和联邦德国，在西方大国中排名第三位。在这个时期，法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1.1%、55.3%、33.6%，而1949年分别为12.8%、52.7%、34.5%。但法国财政赤字增大，通货膨胀严重，外贸逆差高居不下。


高速发展时期（1960～1973年）
 第五共和国的成立，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结束和殖民地问题的解决，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为法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外部条件。在经济政策方面，法国政府继续坚持国有化和计划化，实现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实行新的货币政策，大力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加上廉价的石油价格，使法国经济度过了1964～1965年的经济危机，并得到了比50年代更快的发展。1960～196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到5.5%，超过了联邦德国。1967～1973年则达到5.6%。黄金储备充足，外贸经常盈余。法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法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3年分别为6.4%、41.8%、51.8%，第三产业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工业布局也焕然一新。1949～1975年，法国人的购买力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汽车、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品进入了普通法国人的家庭。但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法国对国外的能源、原料特别是石油和有色金属的依赖越来越深，社会福利的开支越来越大，社会提成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滞胀”时期（1974～1984年）
 法国经济经过“辉煌30年”（1945～1973年）后，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国际石油价格暴涨，法国经济在1974～1975年和1980～1981年遭到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尽管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先后采取复兴经济计划和巴尔计划，以及密特朗第一任总统任期先后实行扩大国有化和紧缩财政，都未能阻止经济形势的恶化。1973～1979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下降到3.2%（1975年甚至是负增长），商品零售价年平均上涨10.5%；1979～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进一步降至1.2%，物价上涨9.6%。失业日益严重。法国经济进入了“滞胀”时期。


缓慢增长时期（1985～2007年）
 这个时期的法国政府都在紧缩财政以便抑制通货膨胀，实行私有化以便增加国库收入，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以便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展法国优势和龙头产品以便保持和扩大国际市场，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实现欧洲统一大市场以及经济与货币联盟。到90年代末，法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刺激增长”的方针，加速了资本和企业的兼并和集中，这一浪潮波及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突出知识、高科技、信息和通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法国逐渐进入了“新经济”时期。

但是，法国政府对新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重视不够，出台的政策和措施不得力，使法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竞争力减弱、出口下跌、内需不足、失业严重等方面，从而导致法国经济在低速中发展。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85～1991年为2.5%，1992～1995年为2%，2000年为3.7%，2001年为1.8%，2002年为0.9%，2003年为0.9%，2004年为2.5%，2005年为1.8%，2006年为2.5%，2007年为2.3%。法国处于缓慢增长时期。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及危机后时期（2008～2012年）
 2008年下半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地波及法国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法国经济受到打击最大的除了银行业外，还有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外贸形势持续恶化，赤字迅速上升。法国政府及时地推出一系列措施：一项总额高达3600亿欧元救市方案，建立“法国战略投资基金”，265亿欧元的两年重振经济计划。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如重新强调国家干涉主义，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颁布《经济现代化法》《消费信贷改革法案》《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法》，对一些法国银行进行兼并和重组。所有这些措施和改革，使金融业渡过了难关，遏制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2008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0.1%，2009年则是-3.1%，比欧盟27国的平均值-4.2%要好一些。2010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回升到1.7%，而欧盟27国平均值为1.0%。

法国财政和公共债务危机，再次使法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和失业数量迅速反弹。法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7年为2.7%，2008年为3.3%，2009年急剧上升到7.5%（1425亿欧元），2010年则为7.1%（1365亿欧元）。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7年为63.8%，2008年为67.5%（13187亿欧元），2009年急剧上升到78.1%（14928亿欧元），2010年达82.3%（15912亿欧元）。法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大地超过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警戒线。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频频地向法国发出预警。为了遏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进一步上升，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计划和政策，以及改革措施。紧缩收到了某些成效，财政赤字2011年下降到5.2%，2012年再下降到4.8%。但是，紧缩导致经济的轻微衰退，在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之后，2012年则是0%增长。与此同时，公共债务2011年上升为86%，2012年攀升到90.2%，2013年继续攀升。外贸赤字增加，失业进一步恶化。法国本土的失业率2012年为10.2%，达到294万人。

二 经济水平与经济成就

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法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西方国家中保持第四经济强国的地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在欧洲联盟中仅次于德国保持第二位，但是，由于世界上新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使法国在世界经济大国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法国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为20323亿欧元，全球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之后位居第五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为27700亿欧元。2012年法国出进口贸易总额达9505亿欧元，其中，出口为4417亿欧元，进口为5088亿欧元。法国是世界第五大对外贸易国，占有的全球市场份额为6.3%。法国是世界第四大成品出口国（主要是设备），第二大服务业和农产品出口国（特别是谷物和农业食品）。《全球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大企业中，法国占35家，占500强大企业的7%，仅次于美国、日本、中国，排名第四位。

法国经济在世界上拥有许多强项和优势，如农业食品加工业、银行、保险、旅游和传统的高档消费品（皮具、服装、香水、酒类等）、军民用飞机、空中客车、高速火车和地铁技术、天文学、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系统、药品业、化学工程、生物工程、加工技术、土木工程、计算机软件、理论和应用化学、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核动力工程、石油技术、原子物理、高能物理、核物理、固体物理、机器人视觉、综合机器人学、远程通信、火箭和卫星制造技术、卫星遥感和对地观察、核电和核安全、国防电子工业等。

在这些强项和优势中，法国的文化产业、奢饰品、医药、航天航空、核工业和旅游业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具有竞争力。这些行业中的200家法国大型企业在全球拥有领先优势，为法国创造了28%的就业和50%的出口。

第二节 经济政策

进入21世纪，法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法国经济增长缓慢，在“新经济”（也称为“知识经济”）领域与美国的差距拉大。在国家竞争力方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于2013年9月公布国家竞争力排名，法国从2012年第21位下滑到2013年第23位，与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不相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法国历届政府决心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在新经济领域奋起直追。

一 研发和创新是重中之重

成立由总统亲自主持的“国家科研与技术高级理事会”，旨在做好国家科技管理的顶层设计，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成立国家科研署，加强国家科学技术基础。科研署于2004年2月7日正式运行。它旨在加强和扩大社会科学研究的数量与规模，促进公共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研发合作，引导和强化科学的发展方向，创造更多、更广的新知识，以加强国家科学技术基础。主要模式是通过遴选科研项目并为之提供资金支持。

实施新的工业创新政策，谋求工业创新的巨大突破。2005年成立的“工业创新署”，正式公布了未来“工业创新激励计划”。计划拟定选择有限的10多个大型工业研发项目，利用未来5～15年时间，予以重点支持，取得创新突破，获得所处领域技术与市场的绝对优势。2006年，国家通过工业创新署支持的六大世纪战略工业创新项目，以期振兴法国工业科技创新并进而带动法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这六大世纪战略工业创新项目是：植物型可降解化合物、节能型建筑、城市智能无轨道轮胎公交系统、新一代具有多媒体计算机系统网络、无限制手机电视、柴油电力混合汽车。它们都是当今科技界的尖端领域或未来产品，从而表明法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战略眼光。

建立专业化竞争力创新区，加强创新资源与优势集成。法国政府在全国范围首次确定了67个竞争力创新区（也称为竞争力极点）。其技术和产业既包括了微电子与通信、生物技术、纳米科技等新兴领域，也涵盖了汽车、航空航天、核能等传统优势领域。67个竞争力创新区分成两个层级：15个国际级创新区、52个国家级创新区。对于竞争创新区的发展，将坚持四项原则：公平性，优先性，开放、竞争性，国家参与性。

制定新的《科研指导法》，统筹规划未来科技发展。提出建立战略思路清晰、机能运转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核心是通过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来提高法国的国际竞争力。

2013年7月，法国政府进一步公布了“未来十年投资计划”。该计划总额为120亿欧元，重点投向科研、大学、可持续工业创新、国防工业技术、数字经济和航空航天。

二 高科技、信息通信起领头羊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法国政府陆陆续续地采取了有力的政策，促使高科技和信息通信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

法国政府对科研体制和大型科研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内增设了两个部际科技组织，如部际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加强对科技的领导，从事对科技的规划，协调各部之间在科技方面的活动。加强科技和科研与企业之间的联系，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为此，法国于1999年出台了《技术创新与科研法》，以便发展和支持创新活动，加强科技界同企业之间的交流，建立职业性的科技成果增值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改进税收规定以促进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大力吸收和培养年轻科研人员，并鼓励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承担重任；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

法国政府还确定了七个优先研究领域和四个大型技术开发计划。七个优先研究领域是农业食品工业、地面运输和航空运输、电子和信息技术工业、组合化学、医学研究、环境与生活质量、产品和工艺技术革新。它们都是技术含量高、具有竞争优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四个大型技术开发计划是化学应用研究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微生物学研究计划、基因图谱测序计划。法国政府宣布，将建立欧洲最大的基因谷，其中包括高技术企业园、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综合研究基地和新型的高等教育园区；将建立纳米技术研究和开发基地。这些大型技术发展计划涉及法国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拥有优势、具有潜在重大经济效益的战略领域。

法国政府决心打造一个“数字共和国”。2008年1月，法国“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公布的《阿塔利报告》宣称，要进一步实施“雄心勃勃的数字战略”，使数字产业成为法国新经济的增长点，在新经济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第一，要从现在起到2016年，在法国普及高速宽带网，实现所有家庭、企业、学校的高速宽带入网。为此，将普及光缆技术以及高清晰数字电视和通信。因此，法国要把发展宽带网，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第二，应采取各种措施，制定相应法规，加速推广电子签字技术。第三，鼓励和扶持与宽带网络相关的2500家中小软件企业，并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软件企业。2008年10月，法国公布了一项名为“2012数字法国”的计划，希望通过发展数字技术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该计划共包括154项措施，内容涉及宽带普及、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话等多个领域。根据计划，从2010年起，每个法国人都能够利用宽带上网。政府还将改善学校的上网条件，在5年内修建400个网络基地。在数字电视方面，法国从2009年起逐渐普及地面数字电视（即地面无线传输数字电视），2011年年底全面停止模拟电视节目的播出，进入数字电视时代。法国政府认为，数字经济将成为法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是发达经济体提高竞争力的主要动力。

三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2008年年底，法国环境部（即现在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该计划包括50项措施，涵盖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

2009～2010年，法国大力推动公共建筑、工业和第三产业供热资源的多样化，其中包括太阳能和地热能。根据计划，到2020年，法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要提高到至少23%，相当于每年为法国省下2000万吨石油。

法国政府于2008年决定把发展“低碳汽车”即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长期战略。法国政府还于这一年推出“新车置换金”政策。根据这一政策，车主在更换新车时，购买小排量、更环保的新车可享受200欧元至1000欧元的补贴，而购买大排量、污染严重的新车则须缴纳最高达2600欧元的购置税。法国政府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以确保电动车等环保汽车顺利运行，如在工作场所、超市和住宅区等大幅增加充电站的数量，以期使充电如同加油一样便捷。

此外，法国坚持发展核能的长期战略。

可以预见，法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将改变现有的法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法国产业和经济部门的更新换代，从而改变法国经济的面貌。

四 建设经济园区与发展理性农业


建设经济园区
 法国建立经济园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良好的园区投资环境，吸引企业落户，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些经济园区大多坐落在城市周边地带，很多临近内陆河运或海运港口。

经济园区是法国多种类型经济园区的统称，共有12种类型：经济区，由开发商首先进行开发，然后出售或出租给商业或非商业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区域；经济园，专门用于接纳无污染、无公害的各类企业；工业区，专门用于接纳可能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企业；工业园，接纳的工业、手工业、软件业等行业的企业必须与环境周围景观协调；技术园，要求入住的企业都是高技术企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企业；物流平台，接纳运输行业的企业；手工业区，接纳中小型手工业企业，每个企业建筑面积不超过5000平方米；科学园，接纳高技术企业，使人员培养、科学研究，以及高科技工业生产进行有效的结合；企业园，由一家开发商经营的园区，该开发商不仅负责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负责按照一定标准和规格兴建厂房，然后将现房出租给入住的企业；企业苗圃，宗旨是培植、扶持创新型企业；保税区；城市园区，是法国城市发展经济活动的重点地区，在划定的区域内，在就业和经营活动上给予税收优惠。

自2005年起，法国政府在经济园区的基础上，推出了“竞争力极点”项目。“竞争力极点”项目相当于新型高新技术经济区，其特点是推动企业、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合作伙伴的形式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创新项目。它使传统的经济园区与高新技术发展相结合，并且使传统的经济园区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进而构成法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理性农业
 法国素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农产品的出口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第二位。为了使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法国政府给农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理性农业，并作为法国新经济的主要内容。所谓理性农业，是指通盘考虑生产者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的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其目的是保障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也要消除消费者对食品是否安全、食品产地和生产过程是否卫生的顾虑和担心。

五 依靠欧盟振兴经济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一如既往地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与德国等一起，积极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在欧洲，法国实施东扩和南下的双向战略，积极地为法国开拓欧洲市场。在欧盟内部，法国主导制定《欧盟宪法条约》，使欧盟和欧元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方面加快步伐。

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投票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但是，法国并没有气馁，2007年底提出“欧盟宪法简化版”，定名为《里斯本条约》，陆续获得欧盟成员国的通过，从而使欧洲一体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法国正是依靠欧盟和欧元区的建设，根据《里斯本条约》，度过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克服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的困难，并营造了欧洲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来振兴法国经济。

六 可持续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前，法国在欧洲范围内可称为自然资源（包括地面和地下）比较丰富而且具有多样性的国家。在金属矿物方面，虽然有色金属蕴藏量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但铁矿、铝土矿、铅锌矿、钨矿、金矿有相当大的蕴藏量。在非金属矿物方面，钾、盐矿、萤石、滑石等十分丰富。在能源方面，煤、石油和天然气有一定的蕴藏量，铀矿十分丰富。地面上的矿泉、石料和沙子十分可观。但是，经过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力开发和利用，到20世纪90年代绝大部分金属矿物基本上枯竭。2004年关闭了最后一个煤矿，天然气也在2013年停止开采。2009年，法国矿物的开采量降到11.59亿吨，其中60%是工业和建筑业使用的砾石和沙子。

基于自然资源枯竭的情况，从2002年起法国政府大力提倡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并将其作为国策，把经济的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上面。

法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03年通过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2008年）》。2010年7月又通过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2010～2013年）》。

该发展战略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经济危机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挑战，因此更加需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战略以发展绿色和循环经济为重点，不仅强调低碳节能的理念，还将人文与社会等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发展战略列举了9个方面的挑战，分别是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知识社会、公共管理、气候变化与能源、可持续的交通方式、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公共卫生与危险防护、人口与移民以及社会融入、可持续发展与贫困的全球挑战，法国政府为此制定了目标及行动计划。

第三节 经济制度

一 国家市场经济

法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推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是，法国又具有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即柯尔贝主义传统（colbertisme），或者叫做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传统。自17世纪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开始在经济和贸易上推行统制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以来，始终强调国家的力量，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一直不占统治地位。

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几乎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在法国经济危机或经济不景气期间尤为如此，因此叫“新柯尔贝主义”（néo-colbertisme）。1981年社会党上台执政，大力推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扩大国有化、强调计划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提倡统一大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把国家干预推向顶峰。二战后也有几届政府推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但只是为了减少国家干预，并未彻底地放弃国家干预。其他西方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国家干预经济，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法国。因此，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构成了当代法国经济制度的一大特征。

1986年法国右翼政党上台执政，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和失业，为了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推行私有化，放弃经济和社会计划化，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国家干预。这种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如此，与其他欧美国家比较，法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干预仍然是全面的和强大的，依然没有放弃新柯尔贝主义。

近几年来，在其他发达国家正忙于促进企业自由竞争之时，法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做出轰动经济界的重大举措，制止外国公司对本国大型和重点企业的收购和兼并，从而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法国政府称之为“经济爱国主义”行动。

尽管经过多次的私有化运动，法国仍然拥有众多的国有企业（包括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企业）。2011年，法国拥有1498家国家控制的公司，比2010年增加270家。这些公司拥有职工78.5万人，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5%以上。国有第三产业的职工占国有公司职工总数的80%，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仅占18.5%。许多国有公司企业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如国家邮政局、法国铁路公司、法国电信公司、法国电力公司。这四家大公司拥有1000家子公司，其职工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2/3以上。此外，法国还有国家少量参股的540家公司或企业。法国依然保持强大的国有经济，作为法国经济制度的基石。

由此可见，国家主义的传统依然存在，仍旧采取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手段，从而形成了国家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它包含了社会市场经济所涵盖的内容，又比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加强调和突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期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总论》著作在法国畅销书中高居榜首，法国“人人都是凯恩斯”，可见法国人在经济和社会危难时刻对国家作用的愈加向往。

二 混合经济

法国经济制度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实行混合经济。

法国所实行的混合经济，有着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的特点。它除了拥有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外，还拥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所有制（即合作经济）。

私人所有制在法国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不过，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法国私人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要小一些。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初左翼政府实行扩大的国有化后，法国私人经济成分仅占国民经济的65%～70%。经过几次私有化后才上升到75%～80%。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混合经济，都拥有不同程度上的国有经济成分。在法国，三次国有化的浪潮，使国家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初左翼政府实施扩大的国有化后，国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高达20%～25%，经过几次私有化后才略有下降，为10%～15%。

法国还存在大量的合作经济，目前占国民经济的5%。它们已经遍布法国生产、消费、供应、销售、运输、信贷、保险和旅游等各个领域，涉及农业、手工业、建筑业、渔业、商业、金融以及教育等许多部门。合作经济的活动关联着约法国1/4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在法国农业生产上下游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的基础，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所有制企业。法国合作组织不以赢利为目的，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自愿参与和退出，实行分红制，旨在帮助社员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三 计划合同制

法国经济制度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实行计划合同制。法国是最早实行计划化的国家，于1946年设置了计划总署，负责制订计划。计划包括总体目标、方针和政策、宏观经济总量指标，还包括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政策和手段。计划具有指导性、协调性、协商性、灵活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自二战后以来已经制定了11个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到第十计划（1989～1992年）时，由于受到二战后第六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苏联东欧剧变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计划未能完成。第十一计划（1993～1997年）虽然出台，但右翼政府并未提交议会讨论通过。因此，从1993年起，法国实施近50年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至此退出历史舞台。

放弃计划化，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干预。制定法国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计划总署依然存在，但其职能已经转变。它从事法国未来经济战略性的研究，进行法国经济的预测和协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通过“计划合同制”，即“国家-地区计划合同”（contrats de Plan Etat-Region）和“国家-企业计划合同”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贯彻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国家计划项目，从而使国家发展目标与地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计划合同中量性的指标在减少，衡量结构调整及质量的指标在不断增加。此后，法国通过执行计划合同制的方式，在全国贯彻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目标。

四 小型和微型企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2010年，法国企业总共有351.2万家，职工1236.6万人，营业额达35964亿欧元。其中，拥有职工25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5700家，职工100～249人的中型企业9800家，职工50～99人的中小型企业17900家，职工10～49人的小型企业16.58万家，职工1～9人的微型企业98.61万家，0职工的个体企业232.61万家。在法国企业总数中，拥有百人以上职工的企业有1.5万家，占企业总数的0.4%。而拥有职工10人以下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4%。法国小型和微型企业在促进法国农村经济的繁荣、中小城镇的建立、改造传统工业、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对外贸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法国被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国家。

第四节 农业

一 农业概况

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的重视和努力以及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等，使法国农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国农业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进程；60年代进行结构调整，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自给有余开始出口；70和80年代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度过了经济危机，加快了结构性的调整；至90年代，欧洲联盟大幅度减少对农产品价格（包括出口价）的补贴，而作为共同农业政策最大受益国的法国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加大对法国农业及其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从而使法国农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法国农业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战后，法国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3%，高于法国国民经济年平均的增长率。谷物（小麦和玉米）产量1990年为5510万吨，2000年为6570万吨，2010年为6540万吨，2011年为6370万吨。牛产量1990年为2140万头，2000年为2030万头，2010年为1950万头，2011年为1910万头。猪产量1990年为1230万头，2000年为1490万头，2010年为1430万头，2011年为1400万头。

酒产量1970年为74.4亿升，1990年为65.5亿升，2010年为45.3亿升，2011年为51.1亿升。酒的产量自1974年以来一直在减少，是因为法国正在逐步调整酒生产的结构，大幅度减少中低档酒的产量，大力提高高档酒如精制葡萄酒的产量。

总之，自二战后上述法国农产品总生产量除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外一直在增长。1950年以来，主要农作物单产增加了3倍。如小麦1950年每公顷产量平均为2270千克，2000年达到8423千克，单产的演进显示了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

法国海洋渔业十分发达，2000年为40.8万吨，2010年为44万吨。尽管法国海洋渔业十分发达，但仍然不能满足国内对淡水鱼和海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每年要进口75万吨，其中相当大部分属于名贵的品种。

法国农业无论产量和产值，在欧盟27国中都居首位，保持欧盟中第一大农产品国的地位。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特别是谷物和农业食品出口国，而在此以前在国际市场上法国农产品出口仅占第七位。自1971年以来（1978年除外），法国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一向是顺差大户，对弥补法国外贸逆差和增加法国外贸中的顺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法国，出口的农产品和农业食品被称为“绿色石油”，为法国带来巨额的外汇收入。

二 农业结构的变化

从法国农业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部门对比来看，二战后到50年代，种植业产值超过畜牧业产值。50年代以后，畜牧业产值开始超过种植业产值，1970年畜牧业产值和种植业产值分别为56.8%和43.2%，1981年分别为55%和45%。80年代，法国种植业迅速增长，增加了近40%，而畜牧业才增加5%，从而使这两大部门的比例又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法国种植业的迅速发展，是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联盟市场对法国种植业需求扩大的结果。

随着法国农业的发展，法国农业经营者的数量急剧地减少，1955年为230.7万人，1970年为158.8万人，1988年降为101.7万人，2000年降到66.14万人，2010年再减少到49万人。其中，个体农业经营者下降最显著，1988年为94.6万人，2000年降至53.8万人，2010年再减少到34万人。与此同时，会员式的农业经营者（exploitants des formes sociétaires）迅速地增加，1988年为6.6万（占农业经营者的6.4%），2000年为12.4万（占农业经营者的18.6%），2010年上升至14.7万（占农业经营者的29.9%）。平均每百公顷土地只需3个劳动力。2005年农业就业人口（包括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人）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为3.6%。1950年一个法国农民只能养活8个法国人，20世纪90年代起可以养活40个人。

近20年来，法国大型农场数量不断地增加，其使用的土地面积不断地扩大，目前，法国大型农场平均使用土地面积超过100公顷。而中小型农场数量在减少，其使用的土地面积在缩小，法国中小型农场使用的土地面积平均为11公顷。在大型农场中，3/4属于会员式的农场。其中3/4是农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4是农业共同经营联盟。

二战前，法国农业地区主要以传统的混作方式经营，二战后则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改变了法国农业的地理结构。现在，法国谷物和甜菜生产集中在博斯、布里、皮卡第的平原地带，奶牛集中在诺曼底、夏朗德、弗朗什-孔泰，食用牲口集中在沙罗莱、利穆赞，葡萄产区在下朗格多克，优质葡萄则在波尔多、勃艮第、香槟，果园和蔬菜则集中在居民稠密地区或铁路附近如罗达尼昂走廊、卢瓦尔河谷、加龙谷地，花卉产地集中在尼斯的伯爵领地。

第五节 工业

一 工业概况

从二战后到50年代初，随着法国经济的恢复，法国工业也于1952年完成重建工作。

从1952年起，由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国际市场上廉价的能源和原料、科技发明在工业中的应用和推广、西欧共同市场的建立和运转，特别是60年代工业企业的集中、工业资本的高积累和投入比例的提高，使法国工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1949～1969年，法国工业生产年平均以5.3%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1975年与1938年相比，工业生产率提高了3.8倍，工业生产量增加了5倍。正是在这个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期，法国诞生了许多新兴的和尖端的工业，如替代煤的石油精炼工业、核能工业、合成纤维、运输和电信、信息和电子工业，等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法国诞生了新的大工业集团，如佩希内-于吉纳-库尔曼集团、罗讷-普朗集团、汤姆森集团，等等。

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和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投资大幅度下降和国际市场中商品的激烈竞争，法国工业增长的速度放慢了，1970～1979年工业生产年均仅增加3%左右。80年代受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加上国内外需求的不足，法国工业生产发展进一步放缓，1979～1987年年均为1.2%。90年代，法国工业发展起伏不定，时高时低，1991年增长0.6%，1994年为6.4%，1995年为3.9%，1996年为0.3%。进入21世纪，法国制造业（消费品、汽车、设备和中间品工业）生产仍然时高时低，2000年为3.9%，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为-1.7%和-0.8%，2004年回升到3%，2006年又跌到1.2%，2008年再跌到-1.5%，2011年回升到3.2%。2006年为了克服法国工业衰退和不景气，法国加速工业结构的调整、对传统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特别在90年代加速工业资本和工业企业的兼并和集中，从而使法国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工业体系、一个新的工业结构和一个新的工业布局，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法国工业的强项，使法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提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法国在欧洲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工业大国，在世界上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的第五工业大国。2010年，法国工业企业总共23.97万家，职工335.6万人，营业额9993亿欧元。2011年，法国工业生产增长2.3%，产值7279亿欧元。在国际市场上，法国工业拥有许多强项，如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宇航工业、核工业、医药、高速火车、军火，等等。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010年的统计表明，法国工业企业占当年企业总数的8.8%，营业额为9993亿欧元，在欧盟国家中排名中等偏下。《振兴法国工业竞争力》报告警告说，法国工业竞争力在下降。为应对经济危机、重振工业、挽救就业，法国正在实施振兴工业计划，提高工业竞争力，以便重温昔日的“工业强国梦”。

二 工业布局

二战后初期，法国工业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巴黎地区、塞纳盆地和里昂地区。如果从西北的勒阿弗尔向东南的马赛画一条分割线，那么以东则是法国的工业区，特别是东北方向，以西则是非工业区，比较荒凉。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推行工业分散化的政策，特别1963年成立“领土整治和地区行动代表团”，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加速了法国工业布局的变化。

目前，西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已经变为新兴工业地区。在西部的卡昂、雷恩、勒芒等发展汽车工业，在布列塔尼北部发展电器工业和电子工业，在巴黎盆地特别是中央高原和勃艮第发展高科技工业。法国工业的最亮点现在在西南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带，波尔多、塔布、图卢兹和蒙彼利埃一带是法国航空和航天工业基地。从勒阿弗尔至马赛以西地区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工业，其工业劳动力占法国工业劳动力总数的1/3。

拥有法国第一代工业（采矿、纺织等）和第二代工业（冶金、汽车等）的传统工业地区经过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其面貌也焕然一新。阿尔萨斯不仅保留传统的纺织工业，还发展电子工业和汽车配件工业。在洛林地区设有许多外资企业，特别是德国投资的企业。北部-加来海峡地区已成为法国第一大工业区，那里集中了法国的汽车和冶金工业。法兰西岛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成为法国工业的亮点，那里吸引了外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南部的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发展化学工业和微电子工业。

三 工业部门

1.能源工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为减少对国外能源进口的依赖，大力发展本国的能源工业，从而使法国能源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法国初级能源的生产，包括石油、煤、电力、核能、天然气、风力和其他再生能，1973年仅有0.44亿相当石油级吨，1990年上升为1.11亿吨，2002年为1.35亿吨，2006年为1.38亿吨，2008年为1.37亿吨，2010年为1.39亿吨。法国能源的自给率，2009年为50.2%，2010年提升到51.4%。


石油工业
 法国石油年生产100万吨，仅满足全国1%的需要，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法国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提炼石油产品。法国大力发展炼油厂，一方面满足国内对石油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用于出口来减少进口原油的巨额赤字。法国拥有13家炼油厂，年提炼石油产品8600万吨，提炼石油的能力在世界上排在第九位，石油产品占世界石油产品总量的2.3%。法国提炼石油技术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创建于1924年的法国托塔集团（Groupe Total），其经营范围从石油勘探、冶炼、天然气生产扩张到化工、矿业、核能等领域。2010年，该集团拥有9.29万职工，2011年营业额为1946.9亿欧元。在《全球财富》杂志2010年世界500强大企业排行第11位，在法国50家最大的工业和服务业集团中排名榜首。


电力工业
 二战后法国电力工业发展很快，1950年发电量为330亿度，1960年为721亿度，1970年为1406亿度，1980年为2457亿度，2000年为5170亿度，2011年达到5630亿度。20世纪80年代初起，法国电力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要，而且开始向周边国家输出。

在2011年法国电力生产总量中，核电占79%，热力发电占10%，水力发电占9%，风力发电占2.2%，光伏发电只占0.4%。法国电力公司（EDF）是全球最著名的电力公司之一，拥有职工15.9万人（2010年），营业额为717亿欧元（2012年）。


核电能
 法国核电站于1960年开始建设，1974年石油危机后加快了建设核电站的步伐。核发电1970年为51.5亿度，2000年为3950亿度，2006年为4287亿度，2011年为4211亿度。目前，法国拥有59台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其发电占法国发电总量的比例在工业国家中居首位。法国本土铀矿的发现和利用，使法国核燃料自给率大大提高。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核电能生产大国。

法国既拥有从铀矿开采、提炼，核电站整体设计、建造，到核废料处理等全过程系统技术，又具有强大的产业化能力。目前，法国正在利用第三代核电技术，即欧洲压水堆技术（EPR），改造原有的核电站，从而使核电站运行更加安全可靠。法国电力公司平均每千瓦发电量仅排放48克二氧化碳，成为欧洲排放值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中核电唱主角功不可没。最著名的法国核电公司是阿海珐集团（Groupe Areva），属世界500强企业之一。2011年，它拥有职工2.8万人，营业额为88.7亿欧元。


天然气工业
 绝大部分天然气要从荷兰、阿尔及利亚、北海气田、俄罗斯等进口，以满足法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法国准备开采洛林大区和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煤层气，其储量分别达3710亿立方米和600亿立方米。这将满足法国超过10年的天然气消费。此外，法国还研究和发展新能源，如太阳能、风力、潮汐能和生物能等。

2.汽车业与造船业


汽车业
 法国是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因此，法国汽车工业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法国经济，2011年法国国内生产汽车200.7万辆。法国是世界第三大小汽车出口国，2011年小汽车占法国出口贸易的10%。著名的汽车生产商有雷诺（Groupe Renault）和标致-雪铁龙集团（Groupe Peugeot-Citroën）。

标致汽车公司创立于1890年，1976年标致公司吞并了法国历史悠久的雪铁龙公司，从而成为一家以生产汽车为主，兼营机械加工、运输、金融和服务业的跨国工业集团。标致-雪铁龙集团的直喷型发动机（HDI）在业界知名，与之配套的是微粒过滤系统（FAP）。与此同时，集团还在研究柴油电力混合动力汽车。

雷诺集团前身为雷诺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因二战中为德国法西斯服务而被法国政府没收改为国有。它生产汽车、拖拉机、农业机械、机床、农业食品等，在国外设有许多分公司，是国际上有名的跨国公司。1996年完成私有化，国家仅控制雷诺集团15.7%的股份。雷诺集团加强在汽车设计以及安全性方面的投入。同时在能源领域，研制燃料电池，可以使汽车在电子发动机的带动下行驶，目前该集团正致力于尽早将此产品推向市场。


造船业
 这是法国传统的工业之一。20世纪70年代，法国造船业曾经达到过鼎盛时期，1974年造船135万吨，处于世界造船业第五位。自此以后，由于世界造船业的过剩和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法国造船业向下滑坡。著名的造船厂有设在圣纳泽尔的大西洋造船厂、勒阿弗尔造船厂，专门建造大型客轮、油轮、液化天然气船、战舰等。

大西洋造船厂始建于1861年，以建造大型邮轮闻名，世界最大的邮轮“玛丽女王二世”就出自该造船厂，法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的船体亦由其制造。设在旺代省的贝内托造船集团和让诺造船集团专门建造游船，是世界主要建造游船的造船厂之一。

3.钢铁工业与化学工业


钢铁工业
 法国钢产量于1974年曾经达到2700万吨，但此后，法国钢铁生产逐渐下滑。20世纪80年代，法国对钢铁企业进行重组，对老的钢铁工业基地进行技术改造，从单纯追求产量改为注重提高钢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从而使法国钢铁工业焕然一新。但是，进入21世纪，法国钢产量又遭到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法国钢产量1996年为1700万吨，2006年为1948万吨，2009年下滑到1284万吨，2010年为1541万吨，2011年为1578万吨。自2010年开始，由于国内需求旺盛，法国钢产量呈现恢复性增长。

法国钢铁工业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洛林区，它是法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其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有隆维、提翁维尔、梅斯、南锡等；二是北部煤矿区，主要中心有莫伯日、圣阿芒、敦刻尔克；三是里昂区，中心有里昂、圣太田。经过重组后于1987年建立的于西诺钢铁集团（Usinor）和萨西洛钢铁集团（Sacilor），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多次重组合并，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钢铁集团，其国内钢铁产量已占法国钢铁产量的90%以上。它也是世界钢铁企业中最著名的企业之一。


化学工业
 法国的化学工业是规模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化工产业。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

橡胶工业是法国工业的强项之一，是世界第三大橡胶出口国。著名的公司是米什兰公司（Société Michelin），其生产的轮胎和内胎占世界产量的19%，是世界第一大轮胎和内胎生产公司。

法国是世界第四大药品生产国和世界第五大药品出口国。著名的制药公司企业有罗讷-普朗集团、萨诺菲公司、森泰拉博公司、塞尔维耶公司、皮埃尔·法布尔公司。2004年合并而成的萨诺菲-安万特集团是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在欧洲排名第一，其业务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现拥有约11000名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分布在三大洲的20多个研发中心，拥有10万名员工。萨诺菲-安万特集团开发创新的治疗方案，在七大治疗领域居领先地位：心血管疾病、血栓形成、肿瘤学、糖尿病、中枢神经系统、内科学和疫苗。萨诺菲-安万特上市的产品在各自的治疗范围都属世界领先的药物，如在治疗血栓、心血管疾病、睡眠障碍、癫痫、糖尿病和癌症等领域。

香水工业也是法国工业中的强项之一，早在一战前就享有世界声誉。由于国内外拥有较大的市场，每年约有1/4用于出口，故很少受到法国经济危机和衰退的影响。法国香水及化妆品业在世界同类行业的贸易中一直名列前茅，这不能不说是法国工业的骄傲。格拉斯、里昂和巴黎是生产香水和香料的三大中心。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法国香水有克里斯蒂安·迪奥（Christian Dior）、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Laurent）、尼娜·里奇（Nina Ricci）、香奈尔（Chanel）等。从1990年起，法国化妆品生产超过了香水的产量，欧莱雅（Oréal）是世界第一化妆品生产家。

4.尖端产品工业


航空和航天工业
 法国航空工业历史悠久，二战前就已经很发达。战后经过重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法国航天工业于60年代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了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的合作，共同生产和开发航空和航天工业品。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航空航天工业获得稳步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基础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结构比较完整的教学、科研、设计和生产基本配套的航空航天体系。

目前，法国航空航天工业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从业人数约为11万，销售额居欧洲首位。其航空航天产品的种类很多，包括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航空航天电子设备、火箭、战略弹道导弹、战术导弹、通信卫星和观察卫星等，其中一些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已可与美国、俄罗斯相竞争。法国主要的航空航天企业有国营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欧洲推进公司、达索-布雷盖飞机公司、国营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和透博梅卡公司、马特拉导弹公司。

著名的专门生产民用飞机的公司是空中客车集团（Groupe Airbus），是法、德、英、西联合体，但其前身是在法国飞机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公司2005年试飞的空中客车A380是550座级超大型远程宽体客机，投产时也是全球载客量最大的客机，被视为21世纪的“旗舰”产品，有“空中巨无霸”之称。2012年，空中客车预定为833架，交货588架。达索集团（Groupe Dassault）曾以生产幻影战斗机闻名遐迩，目前是欧洲唯一的小型喷气式商务客机制造商，在业内分得世界市场的半壁江山。成立于1992年的欧洲直升机公司，是世界上负载较重直升机的制造商，目前以占据世界市场的50%而位居全球第一。


电子工业
 法国的电气和电子工业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英国和德国，及亚洲日本，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产品包括专业电子设备、电子计算机、电气设备、家用电器等。其中激光发生器、光纤制导系统、声呐等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法国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其产品主要为小型电子计算机和微型数字处理器。此外，法国还利用电子元件生产小型或微型医疗手术器械。在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拥有8000多家生产高技术电子产品的企业，被称为法国的“硅谷”。主要大公司有生产经营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和电缆的通用电气公司及生产经营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的汤姆森-布朗特公司。


生物工程
 法国通过对基因的研究以及相关的酶、芳香剂、抗生素、试管农作物和园艺、环保工业中二酯和乙醇合成的研究并应用于实际，使法国生物工程形成了工业生产规模，从而开辟了“绿色市场”和生态工业。法国水处理、大气处理和垃圾处理的生物技术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法国一些大工业企业都有生物工程项目，如布斯恩公司从事农业食品的生物工程、罗讷-普朗集团从事化学的生物工程、埃尔夫-萨诺菲石油集团从事石油生物工程、鲁塞尔-于斯尔阿夫公司从事医药生物工程。

5.农业食品加工业与纺织品工业


农业食品加工业
 法国经济中的强项，具有较强的抵御经济危机风险的能力。法国农业食品加工业的产值，2003年为1181亿欧元，2005年为1283亿欧元，2010年为1418亿欧元，2011年达1445亿欧元。法国是欧洲联盟成员国中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号农业食品加工生产国。2010年，法国共有5.97万家农业食品加工企业（包括饮料和烟草企业），职工51.2万人。法国农业食品加工业（除了烟草企业外）都是私营企业或合作社企业，属于中小型企业。法国是欧盟中第一大农业食品加工产品出口国，为法国外贸带来巨额的顺差，2003年为68亿欧元，2005年为63亿欧元，2010年为67亿欧元，2011年为70亿欧元。在出口中，酒和含酒精饮料是龙头产品，其次是谷物、奶制品。


纺织品工业
 法国传统的工业和第一代工业部门，著名的大企业有沙尔热纺织公司（Chargeurs-Textiles）、德姆斯纺织公司（DMC），前者是世界上第一大毛织品贸易集团，后者是棉纺织公司。这两大集团除了生产专供出口的毛织品和棉织品外，还生产化纤特别是合成纤维。在法国纺织品工业中，存在着众多的中小型企业。为了应付国际纺织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它们也正在走向联合，加大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法国服装业更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为了应付国际服装市场的竞争，它们也正在改造设备，使用高科技如计算机等手段，以便提高服装的科技含量。法国的服装业一直兴旺不衰，以男装素雅，女装设计新颖、款式时髦而驰名于世。

6.建筑和公共工程

建筑和公共工程是法国工业中最大的部门，也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2011年，法国建筑和公共工程共有38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就业人员130万。其产值2005年为2258亿欧元，2010年为2780亿欧元，2011年为2927亿欧元。从2005年起，法国公共工程中最大的项目是建设东部的高速铁路和法国-西班牙的高速铁路。

在法国建筑业中，二战后住房建设发展很快，1953年仅完成10万套，20世纪50年代末起年平均完成30万套，1972年达到55万套的最高纪录。从80年代起，随着国内对住房需求的减少，法国住房建设的速度有所减缓，1986年为29.5万套，1998年为37.8万套。进入21世纪，法国住房建设的速度提高，2000年为33万套，2005年为45.1万套，2010年为34.8万套。

面对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法国建筑和公共工程近20年来加速了企业的兼并和资本的集中，形成了许多大型的企业，如里昂-迪梅自来水公司和自来水通用集团组成的维旺迪集团（Groupe Vivendi）。这是一家在国外非常活跃的大企业，1999年4月其自来水总公司与美国的一家自来水公司合并后，维旺迪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处理集团。

7.环保产业

法国威利雅环保公司（Veolia Environnement）为全球环境领域的领先企业，共有雇员27万人。在水处理、垃圾处理、能源管理以及交通管理方面成绩斐然，集团的350名专家在能源领域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在水系统管理、节省原材料、污水回收利用、处理生物固体废料、处理工业和市政污水、发展可替代能源、优化城市交通等方面进行研发。集团每年研发预算为1.1亿欧元，在法国安茹（Anjou）以及北欧、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都设有研究中心。

苏伊士（Groupe Suez）集团业务遍布100多个国家，拥有16万余名员工，2亿个人用户，5万个工业用户。每天为3000个城市提供服务。在能源以及工业服务方面为欧洲第一，在环境服务方面位居欧洲第二，共向世界上9100万人提供水务和环卫服务，向6400万人提供废物处理服务。苏伊士集团高度重视研发，在能源方面主要有两个研发中心，分别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法国里昂。在环境方面有3个研究中心，其中2个设在巴黎大区，1个设在美国。

第六节 交通与邮政通信

一 交通

法国的交通运输业历史悠久，17世纪初出现了内河航运和公路运输，19世纪铁路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经过二战后的建设，法国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法国的交通形成了以公路交通为主体、铁路和其他各类交通为辅的格局，构成了十分密集的交通网。

法国是世界上公路交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公路总长106万公里（包括国家级、省级、市镇级），其中高速公路为11392公里，国家公路为10193公里，省级公路为380132公里，市镇级公路为658381公里。进入21世纪，法国把国家公路的管理权逐步下放给地方。法国公路就其质量和密度而言，均居资本主义国家首位。高速公路有力地推动了公路网的建立，对开发落后地区，活跃法国国内经济起了重大作用。法国公路系统是以首都巴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而成的道路网，向周边邻国辐射以便在欧洲联盟中成为交通和运输中心。由于法国公路四通八达和汽车数量巨大，所以法国公路一直在法国交通运输中扮演主要角色。

法国从1827年开始修建铁路，1830年第一次使用蒸汽机牵引。从第二帝国起，法国铁路建设加快了步伐。1939年开始建设电气化线路。二战后，铁路作为法国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以较快的速度发展。2011年，法国铁路总长度为32737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14500公里，高速铁路1850公里。到2015年，法国将拥有4900公里高速火车（Train à Grande Vitesse，简称TGV）专用线。到那时，法国第四代高速火车将以每小时360公里的速度奔驰在高速火车线路上，到各省各地的时间大大缩短，到欧洲各国的时间也将大大提前。法国在发展高速火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法国铁路基本上采用单一中心制，即以巴黎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全国分布开来，所有的铁路干线几乎都是从首都出发，然后通向全国各地。法国铁路统一由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简称SNCF）经营和管理，2011年拥有职工24.5万人，营业额为326亿欧元。

17世纪初期，法国内河航道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开始，并且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法国内河航道长8568公里，其中运河航道长4613公里。在内河航道中，实际可以利用的有6600公里，其中3900公里可以航行350吨载重量的驳船，1860公里可以航行3000吨载重量的驳船。目前法国内河航道承担了80%的笨重散装货物如矿物、建筑材料、煤炭和石油等的运输任务。法国海港年吞吐量在1000万吨以上的就有6个：马赛、勒阿弗尔、敦刻尔克、南特、鲁昂和波尔多。其吞吐总量占全法国海港吞吐总量的85%以上。马赛是法国第一大海港，是法国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各国的要港。马赛海港全年的吞吐量中，石油占85%以上。

法国国内航空公司（Air Inter）于1958年建立，原是混合企业（即公私合营企业），1990年为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所控制（占36%的股份），1997年同联合航空公司一起并入法国航空公司，组成欧洲级的大型航空企业。在国际航空方面，法国地处欧洲的中转站，从而使法国国际航空业十分发达。法国航空公司专门负责国际航线，它在92个国家设有164个中转站。巴黎是法国最大的航空站，主要有两个机场：戴高乐机场和奥利机场。法国航空公司2010年拥有职工10.2万人，年营业额为110亿欧元。法国政府于2002年7月决定将法国航空公司的国有股份降到20%，从而开始了法国国营航空公司私有化的进程。

二 邮政通信

法国邮政通信是由国家经营，采取“监护”的管理体制。1990年进行邮政通信体制改革，将电信业务分离出来，由新成立的法国电信公司经营（France Télécom），同时开放电信市场。现在，法国国家持有该集团13.5%的股份。

2010年，法国邮政拥有职工27.7万人，年营业额为127亿欧元。2011年，法国电信公司拥有职工17.2万人，其中国内职工10.5万人，年营业额为452.8亿欧元。法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密集的邮政网，平均3437个居民中设有一个邮局，每个居民每年要寄423个邮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邮政经营项目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邮寄外，还经营快件邮寄、金融服务等。

法国电子通信十分发达，2012年，78%的法国人同时配备家庭电话和个人手机，利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人数达到29%，20%的人利用手提电脑和触屏式平板电脑随时随地在家以外的地方上网。4/5的法国人家里装有电脑。

第七节 商业、商业性服务业与旅游业

一 商业

1.战后法国商业的变化

二战后，商业是法国第三产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2011年，法国商业职工（批发商、零售商、汽车销售和汽车修理）总共为302.6万人，年销售总额为12167亿欧元，其中，批发销售为6154亿欧元，零售额为4787亿欧元，汽车销售和修理收入总额为1226亿欧元。法国的商业网点在欧洲大国中是最为密集的，因此，法国被称为“商业社会”。

20世纪50年代，法国还是以传统的商业销售形式为主，如小店铺、连锁商店、消费合作社、百货公司，等等。50年代末起，法国商业开始走向集中，营业面积400～25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相继出现。它们的商品价格低廉，品种繁多，而且顾客可以在货架上自由挑选，非常方便，因而受到欢迎。另外，库存商品周转期快，采购中心对提供商品的厂家付款及时，因而也受到供货单位的欢迎。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商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营业面积25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型超市脱颖而出，它不仅销售食品，而且还经营其他商品，从而使商品品种更加多样化。2011年，法国大型和特大型超市销售食品占食品销售总额的63.1%，非食品类商品占非食品类商品销售总额的17.5%。家乐福超市集团（Groupe Carrefour），创建于1959年，2010年排名世界第二大超市集团。在它建立的超市中，特大型超市占60%，大型超市占17.4%。2010年，它的营业额为893亿欧元。欧尚超市集团（Groupe Auchan），创建于1961年，其规模仅次于家乐福。2010年拥有职工21万人，营业额为419亿欧元。

法国专营商店很发达，专门销售某种商品，如体育用品超市、家用电器超市等。法国连锁店也以新的面貌出现。此外，法国邮购业务、传销商品业务也很发达。早在1867年法国首创邮购公司，出版邮购商品目录。顾客可以在商品目录上选择所需商品，并通过邮件、电话、电脑网络进行采购，由商家送货上门，可以免除顾客奔波之苦。

法国的网络零售业起步虽晚，但发展极为迅猛。特别是近10年来，网络零售额连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1年，法国网络零售网站超过10万个，网络零售业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全年参与网络购物的网民人数第一次超过3000万，网络零售额为377亿欧元。

传统的商业仍然是法国商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古老的商业中，许多著名的百货公司如拉斐特百货公司（La Fayette，在中国被称为“老佛爷”百货公司）、春天百货公司（Printemps）等大多设在繁华地段，形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它们规模大，经营范围广，商品质量高，品种又比较齐全，几乎应有尽有，内部装潢比较讲究，能够吸引收入在中上层以上的顾客。大型商场（包括超市）在法国商业中已经起着主导作用。

在法国，还存在众多的中小店铺，特别是个体店铺，但是，随着商业竞争的加剧和商业资本的集中，中小店铺大量地倒闭。中小店铺的比例虽然下降，但是由于离居民点近、商品适应居民要求而受到居民特别是老客户的欢迎。法国政府还制定法律来保护中小店铺的利益。

2.巴黎商业

巴黎不仅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法国的商业中心。巴黎的商业营业额占全法国商业营业总额的1/3，每3.5个巴黎市民中就有1个商业服务人员，其比例占世界首位。巴黎被称为“购物的天堂”。

在巴黎西部，顺着卢浮宫—协和广场—凯旋门轴线可以看到一片密集的高层楼群，那就是拉德方斯区，亦称为“巴黎的曼哈顿”。目前，拉德方斯已成为法国的经济和商业中枢，上千家跨国公司和法国最大的公司都在这里建立总部或办事处，职工超过10万人。来往这里的法国和世界企业家终年不断，商谈业务和进行商业交易。

在巴黎城区内，就有13000多家副食或食品店，4000多家小杂货店，100多家超级市场。总之，巴黎的副食供应网点密、品种全、数量多。每年平均售出蔬菜和水果150多万吨、肉类50万吨、奶制品25万吨、水产品10多万吨。为了保证这些巨大数量商品集中后分配到各个商业网点，巴黎南郊建立了巴黎副食供应中心，其规模之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它占地400公顷，有几十座大小营业厅。该菜市场由官方、地方和经营者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负责管理。该菜市场70%的商品供应巴黎，其余远销国外。它通过7000多条电话线和600多台传真机把这里同法国和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

巴黎较重要的商业街就有60多条，其中有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富有特色的商业专区，如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ées）、蒙泰涅大街（Montaigne）专门出售名贵时装，卢浮宫一带专门出售古董和工艺品，塞纳河沿岸和拉丁区（Ladin）集中了书店和旧书摊。

二 商业性服务业

法国商业性服务业（包括企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不动产服务业）十分发达，根据2010年统计，它拥有134.4万个企业，从业人员为509.9万，营业额为7240亿欧元，增加值为3399.4亿欧元。虽然2011年法国经济处在低迷状态，但是这一年法国商业性服务业仍然有所发展，其增加值比2010年增长2.2%，其就业人数比2010年增加2.3%。

法国商业性服务业的外贸有所增长，其出口额和进口额，2008年分别为328.3亿欧元和345.9亿欧元，2009年分别为312.9亿欧元和343亿欧元，2010年分别为324.2亿欧元和355.9亿欧元，2011年分别为347.7亿欧元和366亿欧元。法国商业性服务业的外贸常年出现赤字，2008年为17.6亿欧元，2009年为30.1亿欧元，2010年为31.7亿欧元，2011年为18.3亿欧元。

三 旅游业

法国旅游业已成为法国经济中的优势产业，成为法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特别是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法国旅游业很好地抵御了危机，成为法国经济的亮点。

2010年，法国旅游企业有23.7万家，其中旅馆1.88万家，饭店14.7万家，酒店4.8万家，旅行社5969家。2010年，旅游业的从业人员有63.3万。2012年，旅店床位总共有2023.3万张。

二战后，特别是近30年来，旅游和度假已成为法国群众性的活动，成为法国人的时尚。法国人每年有5～6周带薪休假，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3/4的法国人每年至少一次在国内旅游和度假，1/4的法国人每年至少一次到国外旅游和度假。在国内旅游和度假中，44%左右法国人利用休假探亲或者访问朋友，75%左右法国人选择自驾车游，58%的法国人选择夏天到海边进行日光浴，或者到农村进行绿色度假以便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洗温泉浴进行保健旅游。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人选择冬天度假，到高山上滑雪。

外国人到法国观光旅游在逐年增加，已经从90年代初占世界第二位到90年代末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入21世纪，外国旅游者每年保持在7000万人和8500万人之间。加上转机和路过的游览者，每年达到1.96亿人。2012年，法国的外国游客达到8300万，消费358亿欧元，打破了2011年外国游客8140万和消费337亿欧元的纪录。法国仍然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旅游目的地。这些年来，法国的外国游客主要来源于欧洲和亚洲，来自美洲和非洲的游客有所减少。

法国旅游业兴旺发达，与它的服务行业密切相关。第一是法国地理位置好，有密如蜘蛛网的航空线、铁路线、公路线和海上航线，形成立体的交通网将法国同世界各地紧紧地联系起来。巴黎同8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城市有定期的航班。欧洲的铁路和公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巴黎以及法国各个旅游景点的交通也十分便捷。第二，法国西濒大西洋，南临地中海，东有崇山峻岭，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又是文明古国，历史遗迹遍布全国各地，列入国家保护的古迹12000个。正是这些古老的文化、历史的遗迹和美丽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和观光者。第三，法国的饮食文化，吸引外国人去享受。法国的时装文化，吸引各国名流去采购。第四，法国的住宿条件和设施完善。

根据观光者到过法国景点的人数，2011年法国旅游景点的排名如下：巴黎迪士尼游乐园的观光者达1560万人，卢浮宫观光者达880万人，埃菲尔铁塔观光者达710万人，凡尔赛宫观光者达670万人，蓬皮杜文化中心的现代艺术馆观光者达360万人，奥赛博物馆观光者达310万人，凯旋门观光者达150万人，罗丹博物馆观光者达70万人。

第八节 财政与金融

一 财政

1.财政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

法国实行中央、省和市镇三级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各级财政独立，自行安排收支。中央和地方预算由各级政府分级编制，但是由于法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财政立法大权在中央，地方财政严重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地方权力下放，地方的财政权有所增加，地方预算支出的比例逐步在提高。在国家预算中，中央预算约占80%，地方预算约占20%。

国家预算由中央政府的经济与财政部负责预算的部门编制，于每年秋季提交议会讨论和通过，成为年度财政法。为了实施年度财政法，法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监督体制。在议会方面，国民议会中的财政、总体经济与预算监督常设委员会和参议院中的财政常设委员会要经常地、紧紧地跟踪和监视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开支，严格地审查财政决算。此外，法国还设有财政监督机构，它主要有财政总监和审计院。财政总监进行重点监督，对一切公共会计，包括国家的和地方的、所有执行国家预算的单位和个人都要进行监督。

2.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

法国财政预算有中央财政预算（即国家财政预算）、地方财政预算、国家社会预算（即中央和地方各类社会保险机构）。这三种预算分别反映各类行政机构的财政收支，从而构成了法国整个财政预算体系。国家财政预算虽然不包括地方财政预算和国家社会财政预算，但是，国家财政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反映了整个公共财政收支的状况。

在法国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预算无论收入或支出的比例都是最大的，并且逐年在增长。进入21世纪，法国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增长的速度更快了，2001年分别为2311亿欧元和2595亿欧元，2004年分别为2278亿欧元和2833亿欧元，2009年分别为2666亿欧元和2632.7亿欧元，2010年分别为2522.9亿欧元和2566.4亿欧元，2011年分别为2714亿欧元和3615亿欧元，2012年分别为2860亿欧元和3741亿欧元，2013年分别为3127亿欧元和3746亿欧元。这首先是因为公共债务利息的支付呈现上升趋势。其次，法国政府在社会救助金和社会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在逐渐地提高。再次，公务员的报酬和退休金在法国一般财政支出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最后，法国政府加强了经济干预和社会干预，加大了对环保等的投入。

自1982年权力下放以来，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财政预算。大区财政主要负责经济发展和职业培训；省财政主要负责社会保险和高等学校以外的教育管理、公路管理以及支持农业和规模耕作等；市镇财政主要负责日常生活，如市镇级公路、小学、托儿所、垃圾处理等事宜。三级财政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其财政预算由各自的议会决定之。法国地方财政虽然拥有自主权，但是，它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

法国三级地方财政预算中的收入和支出，2010年分别为1990亿欧元和2008亿欧元，2011年分别为2058亿欧元和2068亿欧元。在2012年地方财政支出中，大区为274亿欧元，省为703亿欧元，市镇为963亿欧元。此外，2012年法国中央对地方财政支持达到611亿欧元。

3.税收

税收是法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战后，法国税制经过几次改革。1954年，法国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征收范围从生产环节扩展到批发环节，1968年又扩展到零售环节，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增值税制度。1959年，法国从分类所得税改为综合所得税，统一征收个人所得税。1957年，又将个人所得税改为所得税。

法国现行的税制十分复杂，可分为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这两种税收都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国家的直接税是指对财产和所得的课税，如所得税、公司税；国家的间接税一般是指对商品和劳务的课税，如增值税、消费税（香烟、酒和石油等特别消费税）、关税、遗产税、登记税、印花税等。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税收（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一般占财政收入的85%左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税收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中央政府一般预算中，直接税略有下降，而间接税略有上升。这是由于法国政府为了鼓励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了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其次，所得税占税收的百分比略有下降，而增值税占税收的百分比则略有上升，公司税占税收的百分比上升许多。

法国国家的税收收入，2010年为2584亿欧元，2011年为2550亿欧元，2012年为2703亿欧元，2013年为2985亿欧元。在2012年的2703亿欧元税收中，所得税占590亿欧元，公司税占403亿欧元，增值税占1367亿欧元，能源产品的国内消费税占136亿欧元，其他税收207亿欧元。

4.赤字

二战前，法国历届政府采取预算平衡的政策。二战后，法国政府转向财政赤字的政策。第四共和国的财政几乎年年都有赤字。20世纪60～70年代初，第五共和国政府采取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的办法，达到收支平衡甚至还出现了盈余，并成功地克服了周期性的财政危机。但是，1974年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之后，法国政府不断地出现财政赤字。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5年为2.4%，1990年为1.6%，1991年为2.0%，1992年为3.9%，1993年为5.7%，1994年为5.6%，1995年为5.0%，1996年为4.0%。为了首批加入欧元和达到加入欧元的标准，法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下定决心，通过增收和节支减少财政赤字，从而使此后几年法国的财政赤字有了明显的下降，199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1998年为2.9%，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2.5%，2000年达到2%，2001年为1.9%，创造了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从那以后几年由于经济增长低，导致收入减少和开支增加，法国财政赤字又开始抬头，2002年为3.2%，2003年达到4.1%，2004年为3.6%。2004年，法国财政赤字为597亿欧元。于是，法国又大力压缩开支并见到成效，财政赤字开始降下来，2005年为3%，2006年为2.5%。之后，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使法国财政受到重创，2008年财政赤字上升到3.3%，2009年为7.5%，2010年为7.1%，2011年为5.2%，2012年收窄为4.8%。法国财政赤字数额，2011年为907.2亿欧元，2012年降到871.7亿欧元。

5.公共债务

二战后，法国公共债务一直在增加，1950年为63亿欧元，1960年为129亿欧元，1970年为151亿欧元，1980年为637亿欧元，1990年为2720亿欧元，2000年为6830亿欧元，2005年为11368亿欧元，2010年为15950亿欧元，2011年为17170亿欧元，2012年为18338亿欧元。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在增加，1980年为15%，1990年为26.9%，2000年为48.6%，2006年为63.7%，2009年77.6%，2010年82.3%（15950亿欧元），2011年85.8%（17170亿欧元），2012年达到90.2%（18338亿欧元）。可见，法国公共债务越来越重，是欧洲联盟国家中公共债务最重的国家之一。

二 金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金融业经历了国有银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银行业重组、金融机构的并购高潮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法国政府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开发各种金融工具，开放期货市场，丰富企业融资手段，提高了利率工具的宏观调控功能，金融地位显著提高，对法国经济发展和就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法国金融业在各国金融业中位居第7位，巴黎是纽约、东京、伦敦和法兰克福之后的第五大国际金融中心。

法国金融业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和创新，以及金融机构的兼并和金融资本进一步集中，法国金融机构已经大大地减少。尽管如此，法国金融机构与其他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相比依然十分庞大，并保持多元化、门类齐全和分工细致的特征。其二，根据法国金融部门业务的划分界限，分别设立不同领域的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立法、执行和监督三方面密切配合的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市场分别由银行业监管机构、保险业监管机构和证券市场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被称为“三驾马车式”的监管体制，从而成为西方分业监管的典型。其三，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但向市场主导型靠拢，向综合化、地区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1.银行

目前在法国，遍布着1400个信贷机构和25500个银行分支处，还有法国邮政开设的17000个储蓄所。法国人口的银行占比和银行网点密度在欧洲是最高的，法国人可以使用的支付、存款、贷款和投资手段十分多样，服务十分周到。

法国银行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法国的经济、财政与工业部，国家信贷委员会则具体管理信贷业务，审批银行的注册、开业和歇业，拟订银行业务的规章制度，就信贷政策向财政部提供咨询，建立和控制一些专业银行，负责许多中、长期信贷。银行管理委员会确定银行流动资金和准备金的数额，审查银行账目，裁决银行的有关案件。银行协会是法定的银行同业组织，它是银行界与国家信贷委员会和银行管理委员会之间以及银行之间的联络机构。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许多专业银行的职能在不断地扩大，存款银行向工业领域投资，抢占属于实业银行势力范围的地盘。反之，实业银行也向存款银行的职能靠拢，在各地设立银行分支网，吸收当地居民的存款。许多大的银行，如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巴黎国民银行（Banque Nationale de Paris，简称BNP）和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不仅在法国各地设置分支机构，而且在139个国家建立1000多个支行。许多老的实业银行，如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简称PARIBAS）和苏伊士财团（Groupe Suez）不仅加强对工业的投资，而且还控制着法国和外国的许多企业。与此同时，随着法国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本和银行逐渐走向集中，形成了一些大的银行垄断集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提高银行的竞争力，法国银行投入巨额资金进行了技术改造，普遍安装了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推广使用信用卡来替代支票。为了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法国实现对欧洲联盟许下的诺言，国家逐步退出金融领域，以互助保险银行取代国有机构，如里昂信贷银行于1999年6月开始了私有化进程。与此同时，法国银行越来越参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跨国银行垄断财团，如巴黎银行与美洲银行等六家大银行组成“欧洲金融公司”，里昂信贷银行与德国商业银行等成立了“欧洲金融合营集团”。

根据2012年统计，法国国内拥有3.8万家银行，职工37万人（2010年），平均百万居民中有586家银行，而在欧洲每百万居民只有450家银行，法国银行的密度是非常大的。据统计，2011年法国人拥有6000万张银行卡，占银行业务的45%，17%银行业务是使用支票，17%银行业务是划账付款，20%银行业务是借贷。据2012年统计，法国排在前几名的银行（按资产计算）是：2000年5月合并的巴黎国民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排在第一位，资产424亿欧元；农业信贷集团（Groupe Crédit Agricole）排在第二位，资产315亿欧元；兴业银行排在第三位，资产256亿欧元；人民银行-储蓄银行集团（Banque Populaire Caisses Epargne，简称BPCE）排在第四位，资产235亿欧元；互助银行（Crédit Mutuel）排在第五位，资产111亿欧元。

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成立于1800年，1806年开始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1848年起成为发行货币的唯一银行。1945年法国政府将其国有化，成为中央银行。该银行接受政府的委托发行货币，管理政府部门和国库的开支、外汇，指导银行的金融活动，负责与国际银行机构的联系，制定法国的国际收支计划。1993年起，法兰西银行与国家脱钩，成为独立自主的金融机构。它已经失去了给企业和其他机构借贷的批准权，以及向国库透支金额的批准权，但是它继续掌握国库和国库券的往来账户，参与管理公共债务。

2.保险

法国保险业十分发达。2011年，法国拥有600家保险公司，雇用职工近22万人，营业额为3195亿欧元，其中国外的营业额为876亿欧元，居世界保险业的第四位。

20世纪90年代起，为了适应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需要，法国保险业在战略上和结构上进行了大调整。首先，法国保险业向着私有化和自由化方向发展。过去，法国保险业由国营和私营同时并举，都有权开办保险业。现在，根据欧洲联盟关于国家退出金融领域的要求，逐渐对国有保险公司私有化，以便减少国家对国有保险业股份的控制和国家对保险业的干预。其次，法国保险业向着纵深方向发展，保险范围越来越大，投保人数也越来越多。最后，90年代法国保险公司展开激烈的兼并和资本集中。不仅如此，法国保险业还参与欧洲范围内的兼并和资本集中活动，正是通过这种兼并和集中，法国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本日益壮大。法国跨国保险公司正在进一步扩张业务范围，积极向国外投资，开办分支机构。

3.证券

二战后，尤其是在法国银行体制改革之后，法国的证券业日益繁荣起来。法国证券发行者主要是国营和私营的工矿企业，其次是国家、或是国营、或是公私合营的其他企业，再就是银行机构和外国企业。

法国有许多证券交易所，分布在法国大中城市。它们都是私营机构，但是要接受由经济、财政与工业部指定成员组成的交易所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巴黎证券交易所是法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在世界证券交易所中，巴黎证券交易所排名第四位，仅次于纽约、东京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

4.货币

2002年1月1日以前，法国法定的货币单位是法郎。二战后至50年代末，法郎因法国财政负担和通货膨胀严重而5次贬值，1美元只能兑换493.706法郎。1960年，第五共和国使用“新法郎”，1新法郎兑换100旧法郎。1963年恢复“法郎”名称。1971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法国建立贸易法郎和金融法郎双重外汇市场。1972年，法郎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货币联合浮动，法郎的命运开始和欧洲货币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1979年，为了摆脱美元下跌对西欧经济和货币带来的影响，欧洲货币体系正式成立，从而使法郎地位有所改善。80年代初，法国采取经济膨胀的政策，财政赤字庞大，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致使法郎多次贬值，对美元的汇价于1985年超过了10法郎。90年代起，随着法国经济情况逐渐好转，法郎才开始升值和坚挺起来。

20世纪90年代开始，法国经济、财政和法郎都在为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而努力，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汇率都要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的标准。法国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顺利地度过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过渡期中（1999～2001年），法郎无论利率和汇率都按照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方向发展。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法国在短期内将法郎兑换为欧元，流行了6个多世纪的法郎寿终正寝，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九节 对外经济关系

一 对外贸易

1.二战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战后，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1）恢复和发展阶段（1945～1958年）。这个时期，法国经济正在恢复和发展，加上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从而使法国对外贸易在恢复到战前水平后发展比较缓慢，1950～1958年进口量年平均增长6.7%，出口量年平均增长4.8%。（2）迅速发展阶段（1959～1974年）。这个时期，第五共和国政府加速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和国内外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实施，法郎两度贬值，从而使法国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法国出口年平均增长10.3%，进口年平均增长10.4%，大大高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法国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58年的8.9%上升到1973年的14.7%。法国已成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进出口贸易在16年中有10年达到贸易平衡。这个时期，法国对外贸易的商品和地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低速发展阶段（1975～1989年）。这个时期，两次石油涨价，1982年和1985年两次美元升值，国际市场对法国产品需求的减少，法国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和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削弱，给予法国对外贸易沉重的打击。法国商品的出口1980～1989年减少了10%，特别是工业品的出口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法国进口的商品则大幅度的上升，从而为法国带来巨额的外贸逆差。法国对外贸易的低速发展使法国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比例也相应下降。（4）缓慢增长阶段（1990～）。9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法国经济缓慢的发展，出口商品无论质量和价格竞争力的提高，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启动，国际贸易形势的好转，使法国对外贸易得以缓慢增长。法国外贸从1993年起走向长期盈余，1993年顺差为20亿欧元，1995年顺差为10亿欧元，1999年为95亿欧元。但自2003年起，法国外贸开始出现赤字：2000年为79亿欧元，2004年为141亿欧元，2005年为216亿欧元，2006年为271亿欧元，2007年为388亿欧元，2008年为528亿欧元，2009年为413亿欧元，2010年为487亿欧元，2011年创纪录赤字达740亿欧元，2012年降至672亿欧元。这种逆差主要是能源产品贸易的逆差，2012年法国能源进口继续增长，进口额为690亿欧元，比上年增加70亿欧元。

2.外贸体制和外贸政策

为了促进和扩大对外贸易，法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外贸体制。早在1974年，政府中新设置了一个对外贸易部长，总管法国的对外贸易事务。法国设有法国工商会（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Française），为法国外贸提供国外市场和经济情报，与国外保持联络。设有法国对外贸易中心（Centre Français du Commerce Extérieur），专门为外贸公司企业提供出口国的信息和资料。设有法国对外经济展览委员会（Comité Français des Manifestation Économique à l’Étranger），专门负责在国外举办各种展览、沙龙和博览会以便展示法国的经济成就和出口产品。在财政方面，法国设有法国对外贸易担保公司（Compagnie Française d’Assurance pour le Commerce Extérieur，简称COFACE），专门负责对特别的外贸风险如外国客户缺乏支付能力，所在国出现战争、革命、贸易封锁等现象，所在国的货币突然贬值，签订合同后所在国的经济突然出现变故等进行担保。此外，法国还设有出口信贷银行（Crédits à l’Exportation）和1996年成立的纳特克西信贷银行（Banque de Financement et d’Investissement du Groupe BPCE，简称Natexis），不仅对出口商提供信贷，而且也对国外客户提供信贷服务。

法国的外贸始终保持着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竭力扶持出口，以便争夺国际市场；同时采取措施来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进入21世纪，法国越来越推行经济外交，在总统、总理或者政府官员出访时，往往率领庞大的、由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利用访问机会签订大批合同或协定，用政治促进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3.外贸商品结构

农产品和农业食品工业产品是法国出口的第一大强项，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法国对外贸易逆差年份中，法国农产品和农业食品工业产品往往盈余，并能够抵消外贸中的赤字。而农业食品工业产品的顺差从1994年起超过了农产品的顺差，它证明了法国农业食品工业发展快，其增加值也在提高。

工业品（包括军火）也是法国对外贸易的强项之一。它的进出口在1986～1991年连续入超，但自1992年起开始出现顺差。在民用工业中，法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工业品出口强项大多集中在专业设备品里，如空中客车、阿里亚娜火箭、深海潜水器、超凤凰反应堆核电站、汽车，等等。空中客车是法国专业设备品进出口中的龙头产品，此外，卫星发射、移动电话、船舶、石油平台出口情况良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消费工业品和中间工业品的外贸经常出现逆差，但石油化工产品、医药、香水、化妆品、高档服装等传统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青睐，销售经久不衰，是盈余大户。法国进口的商品主要则是能源、工业原料和日用消费品。

根据法国对外贸易部2013年2月公布的《2012年外贸总结》，2012年法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是：工业品（药品除外）占出口的33%，设备制品占19%，食品加工产品占13%，航空产品占12%，汽车占9%，药品占7%，能源产品占6%，其他占1%。在工业品中（药品除外），化工、香水和化妆品占出口商品的37%，冶金和金属产品占22%，纺织品占13%，橡胶和塑料制品占12%，其他制造业产品占9%，木材和纸张占6%。

2012年法国出口的产品中，大型企业生产的产品占42.9%，中型企业占30.6%，中小企业占22.2%，微型企业占4.2%。

4.地区结构

法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欧洲联盟。法国对欧洲联盟的贸易1997年已占法国外贸总额的63%，这要比60年代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不过，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与欧盟的贸易额近年来有所下降，2000年法国欧盟内贸易比例为63.8%，2008年降至61.3%，2012年仅占法国外贸总额的59%。2012年，法国与欧盟贸易中，出口为2578亿欧元，进口为2983亿欧元，赤字为405亿欧元。2012年，在法国与欧盟的贸易中，法国与德国的贸易占27%，与意大利的贸易占13%，与比利时的贸易占12%，与西班牙的贸易占12%，与英国的贸易占11%，与其他欧盟国家的贸易占25%。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是法国在欧盟内最大的5个贸易伙伴。

亚洲地区是法国除欧盟外的第一大市场。中国是法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年来，法国与亚洲的贸易发展较快，目前，法国与亚洲贸易已经占法国外贸总额的13.1%。近年来，印度越来越成为法国拓展亚洲市场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2012年，法国与亚洲贸易中，出口为566亿欧元，进口为808亿欧元，赤字为242亿欧元。

美洲地区继亚洲之后，为法国除欧盟外第二大市场。法国与美洲的贸易，出口为419亿欧元，进口为466亿欧元，赤字为47亿欧元。法国与北美的贸易，出口为315亿欧元，进口为380亿欧元，赤字为65亿欧元。其中，美国是法国在美洲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约占同期法国对外贸易额的7.3%。

非洲地区是法国除欧盟外第三大市场。法国与非洲的贸易，2012年出口为282亿欧元，进口为293亿欧元，赤字为11亿欧元。非洲多数国家是法国的传统市场，法国对非洲地区出口最主要的国家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和南非。法国与北非的贸易，2012年出口为161亿欧元，进口为167亿欧元，赤字为6亿欧元。

中东地区是法国除欧盟外第四大市场。2012年，法国与中东的贸易，出口为138亿欧元，进口为110亿欧元，赢利为28亿欧元。阿联酋、沙特、伊朗、卡塔尔和以色列是法国对该地出口的最主要市场。

二 对外投资与外来投资

法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20世纪初，法国输出的资本总额居世界第二位。二战后，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等原因，法国资本输出减少。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输出迅速增加。从1985年开始，法国成为直接资本的净输出国（除了1995年个别年份外），即输出的直接资本大于输入的直接资本。进入21世纪，法国刮起了大公司企业兼并和资产重组之风，跨国公司和集团建立起来，并纷纷开辟国外市场。法国对外直接投资额2010年为501亿欧元，2011年为619亿欧元。在2011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对欧盟投资492亿欧元，占当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9.5%；对美国投资45亿欧元，占7.3%；对巴西投资34亿欧元，占5.5%；对中国投资16亿欧元，占2.6%；对印度投资0.7亿欧元，占0.11%。

外国投资者也看好法国的国内市场，以及法国人的高素质、稳定的货币、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条件，先进的技术。法国政府也积极鼓励外资进入法国，并放宽投资条例和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投资条件。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吸收外资年平均数额居世界第4位。进入21世纪，外国投资进一步增长，2002年为520亿欧元，2005年为652亿欧元，2006年为646亿欧元，2010年为152亿欧元，2011年为265亿欧元。根据法国国际投资署统计，2012年，法国获得693个外资项目。其中，美国在法国的投资项目达156个，在法占据最大投资国地位。美国不仅在法国投资项目数量多，而且带来的就业岗位多，占外商投资项目创造就业总数的22%；德国以16%位居第二。来自意大利、荷兰及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也达到5年来的最大值。尽管目前中国对法国投资规模还不大，但是投资项目数量增长明显，是一个潜在的活跃投资国。

外国对法国直接投资的存量，2008年为3953亿欧元，2009年为4084亿欧元，2010年为4229亿欧元。目前，在法国有1万家外国企业，其中一半集中在法兰西岛。外国资本在法国主要从事通信、电子、化学医药、金融、饭店和旅馆、娱乐设施等。

法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国对法国直接投资比较，法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近一倍。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在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

三 对外援助

法国对外援助的目的是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以及施加和扩大法国在该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自1998年起，法国对外援助政策及机构设置进行了深入改革，其主要原则是：使行政管理结构合理化；援助资金集中用于优先联系区国家；改革援助资金分配形式及管理；加强与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协调。

进入21世纪，法国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0年为0.32%，2001年为0.34%，2003年为0.41%，2009年达到0.47%。根据统计，法国对外援助2011年为1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6%，从货币量上仅次于美国、德国、英国，排名第四位。但是，从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看，法国仅次于英国（0.56%），居第二位。即便如此，法国对外援助远远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的0.7%的要求。

法国对外援助对象主要是法语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国家，约占法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0%。法国还积极减免重债穷国的债务，2001年初宣布提前取消19个穷国经过巴黎俱乐部所借贷的4.7亿美元债务，而在此以前已经免去了重债穷国的98亿美元债务。

四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法中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世纪开始了法中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陆续输往法国，并享有良好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法中两国就有了小规模的经贸往来。1964年，法中两国正式建交，为经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1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时表示：凡是我们要从西欧进口的商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从法国进口。这一原则在法国朝野特别是工商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74年，法中两国双边贸易额达9.1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3%，仅次于日本和港澳地区跃居第三位。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法国一度是第二大供应国。

随着法中政治关系的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立了法中混合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1978年12月，法中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发展经济关系与合作的长期协定，确定了1979～1985年双方扩大进出口的努力目标。这是西方大国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长期经济合作协定。1985年在这个协定基础上续签了第二个发展经济关系与合作的长期协定。为促进上述长期合作协定的实现，1979年10月法中两国又签署了《关于法中经济关系的发展》文件。为了适应法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的需要，1979年法国200多家企业和金融机构组成了法中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安排法国厂商同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法中两国间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双方的经济合作扩大到许多领域，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1988年法中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到12.9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4.89亿美元，进口额为8.05亿美元，都比1979年增长一倍左右。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法中双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已扩大到能源、通信、铁路运输、航空、机械、电子、化工、原材料、建筑、食品、医疗卫生以及金融等各个行业，并灵活采用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生产、联合开发、技术转让、补偿贸易等多种方式。1979～1988年，法国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项目近40个，累计协议金额5亿多美元。双方共同兴办了一批生产性企业，还办了一些非生产性的旅馆、饭店和租赁公司。

与此同时，法国各地区和城市与中国省和市之间的经贸往来逐渐增多，双方陆续建立了20多个友好省区、城市或地区经济合作关系。有不少中国省、市分别在法国一些大、中城市举办展览活动。这些活动对扩大中法双方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推动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994年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后，特别是1997年法中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后，双方经贸合作得到恢复和加强。2001年法中贸易额为52.19亿美元，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位于德国、荷兰、英国之后。此后，法中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是2004年法中两国把“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双边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尽管还有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法中经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法中的贸易额，2011年为530.0亿美元，2012年为510.2亿美元。在2012年双方的贸易中，法国对中国出口241.2亿美元，自中国进口269亿美元。法国对华贸易逆差较前一年大幅减少。

法对华出口的前10大类商品是：飞机及航空产品、电器设备、有机化工品、专用机器、机械设备、药品、普通机器、汽车设备、饮料、有色金属。法自华进口的前10大类商品是：办公用信息设备、服装、体育和娱乐用品、音像传输及录放设备、皮革及旅游用品、电器设备、冶金产品、家用电器、家具、塑料制品。

法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汽车、化工、轻工、食品等领域，大部分为生产性企业。截至2009年年底，法国在华投资项目3938个，实际投资金额157.8亿美元，在欧盟国家列第四位、世界第十三位。2009年，法方在华投资新设企业200家，合同金额19.1亿美元，同比增长77.4%。2009年中国在法直接投资2449.2万美元，主要投资领域为贸易、家电、旅游、化工等。

2013年4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除了强调传统友谊，重点则是“经济外交”，提升法中经贸关系，减少法国对中国贸易的赤字。法方表示，法国对中国的经贸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领域外（航空、核电站、高速火车），将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型，开拓农业与食品加工业、医药卫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建设三个领域。在奥朗德总统访华期间，法中签署了几个大单子，显示出中法合作的实质性进展。航空领域方面，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签署意向协议，订购60架空客飞机，其中包括42架单通道的A320系列飞机和18架双通道的A330系列飞机。核能源开发与利用合作方面，中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及阿海珐集团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称，三方将在先进反应堆研发、核燃料及经验共享、核电站运维及性能提升等方面加强长期合作。通过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访问，法中经贸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第五章 军事

第一节 军事简史

一 临时政府的军事简史

1940年6月，正当希特勒军队入侵法国并几乎要占领法国半壁江山时，时任法国政府陆军部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毅然地飞往英国，并在伦敦发表了“6·18号召”，呼吁法国人民拿起武器，奋起抗战。他成立“自由法国委员会”，组织自由法国部队。1941～1943年，戴高乐将自由法国军更名为战斗法国军，以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作为总部，领导和指挥抗德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领导的海外抵抗部队日益壮大，并收编了许多维希政权在法属殖民地的伪军，组织和参与了在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北非、非洲法国殖民地的军事行动。戴高乐还组建志愿军，远赴苏联，与苏军一起抵御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苏联的侵略。

为了统一领导国内外的抵抗运动，戴高乐成立了军事行动委员会，组织法国内地军，以便吸收和团结法国本土的各种抵抗力量——自发组织的或者各个党派组织的抵抗力量。1944年6月3日，戴高乐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并被委任为政府首脑。6月14日，临时政府领导的法国海外部队随同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并一路直捣巴黎。法国国内抵抗部队也积极地配合盟军和法国海外部队，组织在首都的起义，一举解放了巴黎。法国临时政府进入巴黎后，一方面与盟军一起继续向东推进，进入德国境内作战。另一方面，解放各个省份。在此期间，戴高乐抓紧整顿部队，解散了爱国近卫军，将一些党派领导的军事组织统一在国家正规军名下。这样，法国集合了海外和国内的部队总共有125万人，其中7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开赴德国境内作战，并在战争结束后在德国境内得到了一个占领区。

二 第四共和国的军事简史

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历届政府认为，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冷战中，苏联对世界和欧洲的安全以及法国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为了防范德国的东山再起，法国必须依靠西方阵营，紧紧地追随美国，在欧洲推行一系列的集体防御政策，以便保护法国国家的安全和在欧洲的利益。法国政府于1947年3月同英国签订了法英同盟条约，即《敦刻尔克条约》，共同抑制德国。又于1948年3月同英、荷、比、卢四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组成西欧军事联盟，把欧洲政策的重点放在“遏制”苏联上，向“大西洋主义”迈进了一大步。法国政府还于1949年4月同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成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把美国利益与西欧国家捆绑在一起，利用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承担起遏制苏联的主要责任。此外，法国政府还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共同生产武器装备机构的建议。总之，在西欧和在法国本土，法国依赖北约和美国的核保护伞，抵御来自苏联对西欧和法国安全和核武器的威胁。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倾其物力和财力来扩充军队和军备，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进行镇压，以便维护法国在其殖民地的利益，维持法国帝国体系。第四共和国的军队，已经不再是二战中抵抗德国法西斯的部队，具有抵抗运动的精神。他们已经转变成为服从第四共和国统治者需要的军队，成为冷战的工具，特别是主要用来为法国当局推行强硬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

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主义战争初期，法军投入10万兵力，后在美国援助下逐步增兵，至1954年春达到48万人（含西贡军队33.4万人）。在长达7年零6个月的殖民战争中，法国耗费了3万亿旧法郎，付出了伤亡高达20.6万官兵的巨大代价。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驻守奠边府的法国陆军、空军和伞兵经55天与越南人民军激战，被歼灭1.6万余人，法军司令及其指挥部全体人员被俘。印度支那军民共歼法军和西贡军队56.19万人，结束了法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终于获得独立，越南17度线以北地区完全解放。

1954年11月，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武装反抗法国的统治，法国当局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和扫荡。1956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已投入超过40万法军，其中包括精锐的殖民地步兵空降单位及外籍兵团。但是，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造成法国殖民军1.8万人死亡的巨大损失，同时耗尽了法国的国库财力，引起了法国国内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的不满，极右势力和极端殖民主义者计划举行叛乱，导致法国政局的危机，使第四共和国走向覆灭。

三 第五共和国的军事简史

第五共和国建立初期，戴高乐作为第一任总统感到法国的独立、安全和利益不仅受到苏联和华约集团的威胁，而且更直接受到来自盟友美国的威胁。于是，他依靠法国已经大大增强的经济实力，采取了一系列独立的防务政策，重新改造原有的军事组织。

他同意法属殖民地独立和结束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收缩战线，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法国本土和欧洲上来。他实施以独立核威慑力量为基础的“全面防务”战略。法国于1960年2月在撒哈拉大沙漠成功地爆炸了第一个原子装置，并于1964年建立了第一代核打击力量，把核弹头指向各个方位。与此同时，法国逐步地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他于1959年3月收回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同年6月要求美国撤走驻在法国领土上的核轰炸机。法国政府于1963年6月宣布，其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司令部指挥，同年8月收回在战时“自动”归北约司令部指挥的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他还于1964年4月撤回法国在北约海军司令部的军官，最后终于在1966年3月正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接管驻法美军基地和北约总部。蓬皮杜总统时期，法国于1972年发布了第一个《国防白皮书》，进一步强调了奉行独立核威慑战略的必要性。

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总统时期，意识到苏联和华约军事力量日益增长，对欧洲和法国的威胁日益明显。他及时地调整了防务政策，放弃了戴高乐的“全面防务”，而代之以“扩大庇护”的战略。这就意味着法国不仅保卫本国，而且还要保护欧洲邻国和地中海作为第一道防卫圈，非洲、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和大西洋等地则是第二道防卫圈。正是根据这种新的战略思想，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主张“三位一体”，即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同时发展，以随时应付来自外部的各种战争。他还改善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

密特朗总统走马上任后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联在“缓和”的幌子下悄悄地部署了能够发射到西欧任何角落的SS-20新式中程导弹，在核武器方面也已超过北约。欧洲两个军事集团的均势已被突破。正是在这种形势估计的基础上，他一方面执行“大西洋主义”借助美国的力量，另一方面根据议会通过的《1984～1988年军事纲领法》，大力发展核威慑力量，力图恢复欧洲的再平衡。他还提出了“三个防御圈”理论，即第一圈是法国本土，第二圈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第三圈是非洲和与法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地区。他建立“有限核威慑战略”，或称“逐步反应”和“前沿防御”战略。

进入20世纪90年代，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法国于1994年2月发表了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国防白皮书》。该白皮书认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华约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以及裁减或销毁苏美核武器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法国已经失去了主要的敌人。但是在世界处于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情势下，法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许多潜在的危险：来自前苏联地区和中、东欧国家，以及巴尔干地区的边境冲突和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前法属非洲国家的动乱；非常规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等扩散对世界构成的威胁；恐怖主义活动和有组织的毒品贩卖对国内和国际的危害。正是在新的安全形势下，法国确立了“总体防务”观念，即在军事防务的基础上，密切协调和组织民防、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行动，增强法国的整体综合防务能力。白皮书提出了“足够可靠的”核威慑与常规武装力量相结合的“多方位防御战略”和以“远距离干涉”“防止危机”为重点的作战方针。

为了建立一支可靠的欧洲防务力量，法国总统希拉克于1996年2月宣布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空前的防务改革，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对军事理论、建军思想、组织结构、军备方针等进行了全面调整：武装部队逐步走向职业化，总兵力减至35万人；发挥法国军工和科技的潜力，使之更加适应欧洲防务的具体情况；取消义务兵役制；核威慑今后将进一步成为欧洲核威慑的一部分；继续履行法国在欧洲军团内的义务。为了实现这些改革，法国公布了《1997～2002年军事纲领法》，作为改革总目标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义务兵役制向职业军的过渡；继续使军事装备现代化；进行军事工业结构的调整，以便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并使之符合欧洲军事一体化和法国军备现代化的要求。法国还于1999年进一步宣布了2000～2002年对军队结构重组的各项措施，使法国军队职业化、适应各种危机形势、保证军队的技术优势。

“9·11”事件后，法国核战略逐渐由威慑向实战方向转变，由“被动式核防御”向“主动式核防御”方向发展，核威慑的范围更加广泛，核打击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实战性大幅度提高。法国重视欧洲独立防务的建设，确立新的欧洲安全机制，谋求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的作用。法国继续参与北约的集体防御，力促北约进行内部改革，积极扩大法国的影响和作用。

经过多年的努力，法国军事变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上完成了军队的职业化改造，专业化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完成了对指挥系统的调整，将中央指挥系统划分为作战指挥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由总参谋长统一行使作战指挥权，加强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能力；重点提升了核威慑能力，新的攻击核潜艇投入使用；建成作战计划与控制中心，全方位地改善法军的指挥、控制、通信及情报系统。

法国于2008年6月17日公布了新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对未来15年法国军事发展作出了规划，确立了“预知”“威慑”“保护”“干预”和“预防”等防务与安全重点，并着重强调法国有意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凸显了法国军事变革的“新概念”。

法国总统萨科齐认为，“法国与敌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弹道导弹的威胁、恐怖主义的蔓延、网络战争的出现”等，使当今世界虽然并不一定“更不安全”，但肯定会“更不稳定”“更不可测”。他提出了两个新的核观念：其一是合理足够观念，即在满足战略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核武器储备，提出将法国空军核武器削减1/3。其二是“核警告”观念，即在核威慑的基础上实施“核警告”，使核武器更具实战意义。白皮书计划精兵强武，在今后6～7年内裁减5.4万人，裁员幅度超过16%。军队人数将从27.1万人减为22.4万人，首当其冲的是空军，减少24%，其次是陆军，减少17%，海军减少11%。法国在外国的军事重心将从黑非洲转移到自大西洋至地中海和自波斯湾至印度洋的一个弧形危机地带，同时还将关闭近50个军事基地或设施，以节省军费开支。但是，在武器装备更新上却大幅增加经费，从目前每年155亿欧元增至180亿欧元。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从而可以彰显法国在国际防务中的存在，而且可以使北约更加欧洲化。

奥朗德总统就职后不久发表他的看法，认为不稳定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点，旧的秩序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冷战阵营已经消失很久，一些新的阵营正在地缘、利益、文化相近的基础上形成，但是它们之间缺少协调性。与此同时，新的威胁已在累积，最严重的不确定性在于核扩散风险及其后果，在于核扩散可能引发的理所当然的恐慌乃至预防性反应，这会直接威胁到和平。

2013年4月29日，法国发布自1972年以来第四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它确定的目标有助于法国确保其主权和战略自主，继续其国防现代化计划。同时在确保法国公共财政平衡的前提下，保持国防工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核扩散、恐怖主义、网络攻击以及各种类型的走私活动，是法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网络安全与情报工作将是法国军事未来的重点。法国将发展包括卫星在内的侦察和情报手段，以便能够作出独立判断。法国还将加强对其计算机系统的保护，防范网络攻击。

为落实《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同时也是为了消减财政赤字，法国政府于2013年8月提出《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该军事规划法包括37项内容，其中主要有裁减军事人员、更新武器系统等。

第二节 国防体制与国防预算

一 国防体制

法国的国防体制是在1959年《国防组织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总统主持部长会议、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委员会、高级国防会议等4个军事决策机构。部长会议是军事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防务政策，决定国家总动员和进入各级戒备状态。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等组成，统筹制定国防、国家安全、外交、经济等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领域的大政方针。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情报工作。高级国防会议由有关的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组成，负责研究有关国防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建议。

总理对国防负有责任，任命军职人员；如果情况需要，总理代替总统主持部长会议、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委员会、高级国防会议。第五共和国宪法第20条还规定，政府掌管武装力量。正是根据这两条规定，总理协调和执行既定的国防政策，管理国防事务，行使防务上的一般性指挥权和军事性指挥权，作战的最高指导。

法国国防部长领导国防部，负责统筹和实施国防计划，贯彻军事政策，制定军事预算，组织和领导武装部队，确定军火生产计划，筹备军事物资，发布命令，对三军进行动员，与外国进行军事谈判。

法国国防部下设三军参谋部。三军参谋部是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总统正是通过国防部和三军参谋部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三军参谋长即总参谋长，负责制定军事战略部署等政策，并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汇报工作。为确保总参谋长在军事指挥中的核心地位，成立直属总参谋长的诸军种联合参谋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领导和指挥作战任务。诸军种联合参谋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提出作战理论，制订平时计划和战时作战计划，组织各军兵种合成练习和演习，以及法军与盟国军队的联合练习和演习。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制订陆、海、空三军所属的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计划，协调组织训练和实施作战指挥。将三军参谋部和各军种参谋部的作战中心合并为“诸军种作战中心”，隶属三军参谋部，负责全军的作战值班和处理危机。

法国国防部还下设有陆军参谋长、海军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这些参谋长分别主管国防部的陆、海、空参谋部以及若干个司和处。这些参谋长组成参谋长委员会，由国防部长任主席。参谋长委员会研究和协调总统和政府制定的国防政策，拟订执行这些政策所必需的一切计划，负责对有关预算分配的争议问题提供咨询，从事各个军种的行政管理、备战训练和后勤保障工作。

法国国防部的一些机构进行了合并和调整。将各军种监察机构合并为三军总监察局，统一负责全军的监察工作。将国防部总研究室、安全保密局、三军情报处理中心、各军种参谋部情报处、三军图像判读中心，及武器装备部科技情报室等单位合并，成立直属三军参谋部的“军事情报局”，统一管理、指导和使用各种情报侦察手段，综合分析和处理各种来源的情报信息，提高军事情报的质量和实效。在三军参谋部下还增设了一个航天处，由三军常务副参谋长领导，负责研究制定军事航天计划和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此外，法国国防机构还有军需总署、军事法庭、对外安全总局、军火安全局、核试验中心等。

二 国防预算

法国的国防预算随着法国防务观念和政策、军事战略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同时考虑国家预算各个项目之间的平衡等其他因素。

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总统时期，为了建立独立防务、研制和开发核武器、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以及第五共和国建国初期从事殖民战争等，法国军费开支巨大，1960～197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4.71%，年增长率为5.9%。国防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60年为28.2%，1964年为22.6%，1968年为20.1%，1969年为17.7%。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尽管出现经济危机和财政赤字，但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军事战略的需要，军费开支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1973～1982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3.69%。密特朗总统时期，为了加强军备、改组陆军以及建立一支快速行动和支援部队，国防预算仍然有所增长，1987～1991年增加了40%，1987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

20世纪90年代，根据冷战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法国对军事战略进行大调整和对军队进行大改革，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下降，1995年为3.1%，1997年为3%，1999年为2.7%，2000年为2.2%，2004年为2.6%，2005年为1.9%，2007年为1.94%。2009年国防预算总额为320亿欧元，2011年为311亿欧元，2012年为317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

奥朗德总统走马上任后，为了紧缩财政支出，在2013年4月出台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和同年8月出台的《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规定，计划在2014～2019年的6年里，国防预算总共定为1790亿欧元。2013～2016年国防预算保持在314亿欧元水平（预算不包括各种抚恤补贴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6%。法国2013年国防预算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符合北约组织要求其成员国的国防预算正常的比例。目前，法国的国防预算在欧盟国家中仅次于英国，位列第二。

法国国防预算的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1962年以前的国防预算中，部队的维持费（军人薪金、设备和行政开支、营房维修、行政补贴和其他费用）占2/3以上，军事装备费用（科研、军工与技术投资、军事设施）占1/3。但随着法国军队的现代化、核武器的发展和核打击力量的建立以及军队的改革，使军事装备的预算越来越高，在国防预算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1998年为124亿欧元，2001年为127亿欧元，2012年上升到180亿欧元。在2012年国防装备开支中，109亿欧元用于支付正在进行的采购项目，63亿欧元用于订购新的武器，7.25亿欧元用于本国防务公司的研发项目。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每年的军事装备费与部队维持费几乎各占一半。

第三节 军事制度

一 军事编制

法国国防部认为，未来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形式，将是诸军种合成作战或与盟国联合进行对外干涉，传统的军事编制和行动概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此，法国国防部对全军编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实行“量少质精，防御够用”的建军思想。目标是“使一支人数更少的部队拥有更快的反应能力和更大的杀伤力，从而取得作战中的优势”，逐步地减少军事人员总数的编制。1996年法军现役部队约39.89万人，2002年减至37万人，2009年为31.3万人，2011年为29.6万人，2012年再减少到28.8万人。根据2013年4月公布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和同年8月出台的《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计划在2014～2019年的6年里，法国军队的总规模从28万减少到24.2万。

第二，简化指挥层次，提高指挥效率。过去，法国陆军、海军、空军三军和宪兵部队分散、重叠设置的军区，从1991年9月1日起，调整为东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三大防区，设立相应的军种和宪兵分区，并成立领土防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和协调全国的本土防御作战。这样，各类军区司令部的数量将减少近50%，从而使本土防御体系更加精干、更便于各军种之间的统一指挥和密切协同，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压缩部队建制，提高部队机动能力。法国武装力量由陆军、海军、空军和战略核力量组成。陆军原来有军级、师级、旅级、团级、营级、连级、排级建制，经过整编和改革，取消了军级和师级两级建制，最新编成的旅是继承原来的师番号。

第四，建立空中和太空军事组织。21世纪，法国也把开发空间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之一。法国将空军防空司令部改建为“空中-太空监视司令部”，将空军司令部改编为“航空-航天司令部”。近年来，随着法国空间预算的逐年增加，多项军事空间计划陆续出台，其中涉及军事侦察、军用通信以及导航、遥感等许多方面。

二 兵役制度

作为20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从1997年1月1日起法国废除了已经实行200多年的义务兵役制，改为志愿役。

根据1996年5月颁布的总统令，凡1979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可自行决定是否服现役。凡年满18岁的志愿服役人员可在三类部门中服役：第一类是国防和安全部门，如军队、宪兵、警察、海关、消防、民事安全、环境保护等；第二类是社会服务部门，如城市公共服务机构、医院、学校、残疾人协会等；第三类是国际合作和人道援助，如给予受援国提供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在国防和安全部门的服役期为12个月，在其他民事机构的服役期一般为12～18个月。选择在国防和安全部门类服役的志愿者服满法定服役期后，如个人要求延长服役并转为志愿军人，可与军方续签服役合同，但一次不得超过5年。

各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限为：将官为61岁，其中上将61岁，中将和少将60岁，准将58岁；校官为57岁，其中上校57岁，中校56岁，少校54岁；尉官为52岁。

为了防止公民的国防意识淡化，总统令宣布从1997年1月1日起建立“公民-国家约会”制度，役龄青年必须到国民役选拔中心登记，进行体能、智力检查，接受国防教育。

法国采用单一募兵制，实行军队职业化，使法国军队结构发生如下变化：第一，他使法国军队的科技和人员素质大大提高。第二，他使文职人员在军队中的比例有所增加。第三，女性在法国军队中的比例也有所提高。

三 军事训练制度

1.役前军事训练

法国适龄青年经兵役登记并被预选合格后，在年满18岁服现役前要进行为期1～3个月的役前军事训练。陆军的役前军事训练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为将担任军官者开设的军官军事训练；第二种是为拥有中学毕业证书或高级技术员合格证书且经前一种训练合格者开设的高等预备军事训练；第三种是为准备进入专业技术岗位者开设的专业预备军事训练；第四种是为将进入空降兵部队者而开设的伞兵预备军事训练。海军的役前军事训练安排一个学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各航海组织附属的训练中心进行分期训练，共16个半天。在理论学习方面，有海军和海上环境、国防与海军现状、航海知识等；在实践训练方面，有单兵练习、船上灭火练习、参观舰船和海上设施、航行活动等。第二阶段集中起来在某一军港进行。训练后必须获得军事训练合格证书。空军的役前训练也分为分期训练和集中训练两个阶段，军事训练有战斗、行军、射击和熟悉空军情况。

2.服役训练

作为刚入伍的一般士兵，初训期为4个月，其中第一个月为入伍教育和基础军事训练，后3个月则全部为专业训练，使新兵全面、系统地学习先进武器系统的操作技能，并达到熟练程度。陆军新兵以连为单位，按兵员批次统一编组的方法，统一安排时间，接受同一课程的训练，使连队训练整齐划一，进度一致，提高训练的实效。法国在新兵训练中，尽量使用模拟训练手段。例如陆军使用三个模拟系统：“人员系统”使新兵接受全面的训练，以形成全局和整体意识；“武器系统”使新兵能全面模仿整个武器系统的各种功能；“作战系统”使各个相对独立的武器系统模拟器相互协调，新兵受到模拟战术训练。

法国军官的教育和培训都是在军事院校中进行。1993年，法国对高等军事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将原来的三军诸军种高级培训班和陆、海、空军以及宪兵的4所高等军事院校合并，成立了由三军参谋长直接领导的“诸军种国防学院”。军官在该学院中学到诸军种合成指挥能力，对国际形势的预测和战略分析能力，掌握军种之间、盟国之间协调行动的方式和方法，提高对欧洲防务建设的思考和研究。在教学内容方面，有诸军种共同科目和各军种专门科目，前者占总教学量的70%。其主要内容有：学习作战行动，使军官能积极参与制订、组织、指挥在处理危机和人道主义行动中的军事行动；学习参谋业务和了解军事行动中新闻媒介和通信作用；学习国际关系、战略、社会与防务的关系、新技术与防务的关系等知识；与盟国高等军事院校的学员进行学习心得的交流。

3.预备役训练

退出现役后转入预备役至50岁。在服预备役期间，这些预备役军人还要参加预备役的军事训练，以便随时应招参加军事行动。

在法国各军种的现役部队中都设有各个军种的预备役培训中心，服预备役的军人在和平时期接受军训的累计时间必须达到半年，每次培训通常1～5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到预备役培训中心进行培训，或到某所军事技术学校再学习。经过预备役培训后要进行结业考试，并发给合格证书。服预备役军人还可以参加预备役晋级考试，考试通过可以晋升预备役军官头衔。在预备役军人接受预备役培训期间，服预备役军人工作所在的机构或企业，雇主有义务为其雇员提供方便。

四 军衔制度

军衔制度最早在法国和意大利实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由于法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衔制度，“军人的衔级开始成为一种权利，大大优于家庭出身，受人重视的是劳绩战功，而不是祖宗门第”，使得法军所向披靡。正因为军衔制度对军队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逐步被世界各国军队所采用，400年来相沿不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1569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Ⅸ）将大元帅这个荣誉称号授予其弟昂茹公爵（Anjou），这是历史上首位具有大元帅军衔的人。16世纪，法国封建王朝还建立了元帅和将军这些最高军衔，先后授予立有卓著战功的18名将领。自此以后，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先后也建立起元帅和将军军衔。此外，上校、大尉、中尉和上尉最早也是法国中世纪开始使用，后来普遍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当然，法国建立军衔制度时，也参考和吸收了其他国家创造的军衔等级。第三共和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军衔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目前，法国无论军种还是兵种，都实行军衔制，分为7等21级：元帅一级，只授予德高望重的逝世上将；将官四级，即上将、中将、少将、准将（海军不设准将）；校官三级，即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四级，即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士官三级，即总军事长、军事长、准军事长；军士三级，即上士、中士、下士；兵三级，即上等兵、下等兵、列兵。海军和空军的兵分四级，即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列兵。军队中的行政军人、文职军人也要根据职务相应地授予各级军衔。

第四节 军事政策与军事战略

一 军事政策

1.坚持独立自主的防务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

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在推行独立自主外交的同时，也为法国制定和推行独立自主的防务政策，以便更好地维护法国的根本利益与安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向美国建议在北大西洋联盟内部成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理事会，就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共同商讨和决定。法国建立起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不再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不再接受美国在北约机构中的颐指气使。戴高乐创建和实施的独立自主的防务政策，得到了法国人的积极拥护，也使全世界刮目相看，赢得了一片赞许声。

自那时以来，法国历届总统，从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到萨科齐，无不继承和坚持戴高乐总统创立的独立自主的防务政策，走自己的军事发展道路。

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于2012年12月召开的第20届外交使节会议上表示，法国将同以前一样，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在2013年4月发布的第四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和同年8月出台的《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中，奥朗德总统在国防方面确定的目标，就是确保法国的主权和防务的独立自主，继续实现国防现代化计划，确保为军队提供最好的训练、最好的装备、最好的情报支持。国防白皮书和军事规范法还表明，奥朗德尽管遭遇比历任任何一位总统都严峻的财政危机，但是为了发展独立核威慑力量，仍然维持核军费每年35亿欧元的开支，并将核威慑力量进一步神圣化。

2.推动欧洲防务建设，力主建立欧洲安全新机制

法国一贯主张在建设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时，也要推进欧洲军事和防务一体化，并使法国成为“欧洲共同体安全和防务政策建设的发动机”。

正是在法国的倡议和推动下，1987年法德两国组建了“法德混合旅”，随后扩大成为“欧洲军团”。为迎接后冷战时代面临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危及法国和欧盟安全的挑战，法国加快了实施欧盟防务一体化的步伐。法国赞同在欧盟理事会下成立政治和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军事参谋部三个安全决策与军事指挥机构。法国积极地参与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并提供1/5的兵力，以便维持和平、处理危机和人道主义救援。2003年4月，法、德、比利时和卢森堡决定建立独立于北约的指挥联合军事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法德的防务合作越来越紧密。2010年法英两国结成防卫伙伴，建立一支联合军事部队，共享航空母舰，联合进行核武器试验。

奥朗德总统走马上任后，在多种场合曾经多次表示，要继续实施欧盟防务一体化政策，进一步深化与英国的防务合作，并将此作为加强欧盟能力的内容。其他伙伴大国，尤其是德国也有同样需要，从而加速了欧洲安全新机制的建立。

3.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做一个“独立的盟友”

萨科齐总统时期，法国实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政策。

萨科齐为何要急于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呢？首先，法国全面重返北约，不仅可以参与北约的政治决策，而且还可以重新获得在北约中的军事指挥和决策权力。其次，法国一旦完全回归到北约，将对北约的未来和改造拥有全面的发言权。再次，法国一旦彻底融入北约，将有助于打消美国的疑虑，从而减少欧洲防务建设的阻力。最后，法国全面重返北约，意味着全面回归西方大家庭，以此为依托，法国将可以在外交上全方位出击，还可以重点突破；以此为依托，法国还可以与西方国家一道，共同应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2009年3月17日下午，法国国民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329票赞成对238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法国全面重返北约的决定，从而在法国完成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法律程序。

萨科齐在阐述关于全面回归北约的主张时强调了四点：一是法国政府坚持戴高乐总统的独立核威慑原则，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指令；二是法国虽然加入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对其军队调动和是否参与某项军事使命依然拥有自主决定权；三是法国回归北约的先决条件是美国认可独立的欧洲防务建设；四是法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法国完全听命于美国，而是做一个“独立的盟友”。由此可见，法国全面重返北约，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是现代版的“戴高乐主义”。

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2年12月召开的第20届外交使节会议上表示，法国重申了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承诺，并积极地评价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为法国实现目标和兑现欧盟防务所切实产生的效果。

4.积极参与非洲和中东事务，努力维护传统的势力范围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海外军事基地作后盾，维护和加强法国与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合作关系和经济利益，以及法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是历届法国总统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的目标。

长期以来，法国尽管在印度洋设有吉布提和留尼旺两大军事基地，但是，在波斯湾地区却没有军事存在。2009年5月，法国在阿联酋军事基地的启用，是二战后法国在中东设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在此之前，法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无一例外都设立在非洲，它们都是法国殖民时代的产物。

阿联酋的法国军事基地是一个集海陆空三军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可容纳400～500名军人。这一基地隶属于法国海军印度洋指挥部，是一个后勤支援型基地。然而，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一基地可以迅速转变成攻击型军事基地。法国在阿联酋设置军事基地证明，波斯湾地区成了法国新战略重点。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3年4月发布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和同年8月出台的《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特别强调了对非洲大陆军事安全的重视，以及重新塑造法国在非洲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性。白皮书强调，在非洲这个法国经常独自处在最前线的地区，法国应当继续保留常备驻军。因此，法国应当依靠本国在阿联酋和非洲等地区的军事基地的力量，在1～2个海域部署常备舰队。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非洲大陆的驻军有3万多人。近20多年来，法国在非洲的驻军数量一直在缩减，到2013年大约为5000人。

5.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

进入21世纪，法国国防部反复强调，为了建立一支适应未来战争要求的高度现代化军队，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必须加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法国历年的军事预算，都在部队人员开支上减少，而在新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采购上的开支却在逐步地提高，其占年度国防预算的比例越来越高。2013年4月发布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和同年8月出台的《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规定，国防预算中保留7.3亿欧元的军事科研经费，加强新武器的采购，更新现有的武器系统。

二 军事战略

法国根据各个时期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实施各个不同时期的军事战略。1972年《国防白皮书》强调、突出和部署法国的核威慑力量，来防范和抵御外国军队直接入侵法国领土，以及间接地危及法国的利益、领土安全和主权完整；1994年《国防白皮书》分析、强调和安排在军队职业化后常规军事力量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克服和战胜传统的或非传统的威胁和侵犯；2008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则把军事战略引申到国家安全领域，把国防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法国军事战略。

在2008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中，法国集中从认识和预测、保护、预防、威慑、干预等五个领域，建立起法国的军事战略。但是，2013年4月的第四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分析道，过去五年来，国内外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导致世界不稳定性的因素增多，都对法国独立自主、主权完整、领土安全、法国本土的法国人民和在国外的法国侨民的生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从现在起法国必须建立保护、威慑和干预三大军事战略。

1.保护

法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和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法国领土完整、法国本土人民以及海外侨民的生命和安全，确保其不受勒索、报复或侵犯。确保国家的主要职能的连续性，确保国家和政府机构正常地运转及其行动的自由。尽早作出认识和预测，及时采取行动以制止来自恐怖主义的一切袭击，或者至少迅速做出反应以减轻后果。与网络威胁作斗争，保护科技潜能的发挥。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常规武器的走私作斗争，与人口贩卖和毒品走私作斗争。

保护战略主要包括对法国领土、领海、领空的保护，表现为宪兵部队承担的经常性的安全行动，海上救援（反污染、海上营救、反走私等），空中安全（对飞行器的救援、侦察和干预，包括反弹道导弹威胁等）。

2.威慑

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法国核威慑从严格的意义上是防御性的，只是在正当防卫的极端情况下才由共和国总统考虑使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威慑是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的最后屏障。它在国际责任范围内时时刻刻确保国家自主的决定，保证国家的行动自由的权利，包括在危机时刻粉碎对国家讹诈的企图。法国已经将核威慑纳入国防与国家安全的全球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法国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法国就要彰显核威慑力量的存在。法国核威慑的存在，确保了大西洋联盟的安全，也确保了欧洲的安全。

当然，自法国拥有核武装力量以来，核威慑一直是法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形象和体现，显示法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存在。

2013年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和同年8月的《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指出，法国核威慑主要由空中核力量和海上核力量组成，已经由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三位一体”（陆基核力量、空中核力量和海上核力量）的核打击力量变成了依靠空军和海军实施打击的核威慑力量。在核武器数量方面，法国继续实行“刚好足够的”核威慑力量，少于冷战时期的核武器水平，从而使法国核武器的质量既有可信度，又在数量上有限度。

3.干涉

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确定，法国对外干涉主要有三个目标：保护在国外的法国侨民，因为法国侨民目前人数已经达到200万这个不小的数目；捍卫法国的战略利益，也包括盟友和伙伴的战略利益；行使国际职责。

为了实现对外干涉的目标，法国除了拥有必要的手段来保护国家领土外，还必须拥有在优先地区从事干涉的能力。这些地区包括：欧洲周边地区、地中海盆地、从撒哈拉到赤道非洲的地区、阿拉伯海湾、印度洋。与此同时，法国也要在世界其他地区为国际安全与和平作出贡献。

第五节 武装力量

法国武装力量由陆、海、空军和宪兵组成，总共28.8万人（2012年）。其中，陆军12.5万人（2010年），海军4.5万人（2011年），空军5.6万人（2012年），宪兵10.5万人（2008年）。2009年，法国武装力量为31.3万人，在世界排名第13位。核武装力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在世界排名第三位。法国也是世界上三大海军强国之一。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法国在海、陆、空和核四个战场拥有了实战能力，今后要开辟“第五战场”——网络的实战能力，即不能仅在网络上实施防御，法国国防部门还将发展网络攻击能力。

一 军种

1.陆军

根据2011年3月9日的决定，对法国本土的陆军进行重大的革新，统一改名为“防御支援综合部队”。其指挥系统设置三个层次：在中央一级，在陆军司令部内设置“防御支援综合部队的领导与指挥中心”，进行决策，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面两个层次的司令部。在中间一级，取代原来的法国本土的军区，设置5个防御支援综合部队司令部，即分别在巴黎、雷恩、里昂、梅斯、波尔多设置防御支援综合部队司令部。第三层次则是设置60个防御支援基地，每个基地的防御支援综合部队设置一名指挥官。

法国陆军以旅为单位。它配置在法国三级指挥系统所管辖的地方，都具有快速投送的能力。目前，法国陆军共有8个综合旅，3个专业化支援旅，1个陆军特别旅，1个法德混合旅。这些旅总共有81个团。法国陆军的任务旨在拥有一种与国家的防务手段相适应的、可靠的、强大的、机动的、能随时调动的和训练有素的新式地空部队。法国陆军的目标是：通过战斗模拟、更新部队和单兵装备、采用高技术武器系统以及加强陆军的防空能力等途径，在今后加倍提高部队效率，凭借信息和作战指挥系统的高性能以及武器系统的反应和摧毁能力对战场实现真正的控制。

法国陆军拥有900辆装甲车，601辆步兵战车，4413辆输送车，968辆坦克，361门迫击炮，405门火炮（其中多管火箭炮52门），418架直升机，其中292架是反坦克直升机。

2.海军

法国海军由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和陆战队三部分构成。舰艇部队拥有近2万官兵，其中潜水艇官兵4000人。海军航空兵6747人，拥有211架飞机。海岸宪兵队1100人，编成3个中队。

2012年，法国海军拥有146艘军舰，总吨位为30.5万吨；162架海军飞机。这些军舰和飞机分属于大西洋舰队、地中海舰队、反潜作战部队、海上作战部队、驻波利尼西亚海军部队、印度洋海军部队、战略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水雷作战部队和陆战队等。

法国海军按任务编成海上、水下以及反潜和扫雷三大作战集群，并相应成立3个作战集群司令部。其中，海上作战集群主要用于对付突发的危机，还可以配合陆军部队进行海外干预。水下和反潜作战集群主要用于保护海基战略核力量的安全，为其护航。它还与扫雷作战集群共同负责保卫法国海上通道。为此，法国保留布雷斯特和土伦两个海军基地。土伦海军基地有航空母舰和大型战舰，布雷斯特海军基地为扫雷舰艇和潜艇所使用。

目前，法国海军舰队包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一艘直升机母舰；6艘核攻击潜艇，4艘战略弹道核潜艇，2艘常规潜艇，战略弹道核潜艇中2艘“可畏”级，2艘“凯旋”级（Triomphant）；3艘登陆舰；15艘大型军舰；28艘中型军舰，其中12艘导弹驱逐舰；28架大西洋反潜巡逻机。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是法国海军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也是迄今欧洲各国海军中排水量最大的一艘核动力水面战斗舰艇，标准排水量为3.55万吨，满载排水量为4.05万吨，舰长261.5米，舰宽64.5米，吃水8.5米，航速27节，续航时间为45天以上。该舰载舰员1950人（包括550名航空人员）。配备有30～33架“阵风”（Rafale）战斗攻击机、3架预警机、4～6架直升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的服役，为法国远洋舰队增添了主力军，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法军远洋的作战能力。

3.空军

法国本土统一划分为两大防区，旨在使其布局和结构与其他军种一致，以便于联合行动。下设4个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空中作战司令部、空中机动支援司令部、空军训练司令部。

法国空军划分为战略空军、作战空军和投送空军。法国空军拥有各种飞机874架，其中一线作战飞机约为223架。作战飞机编为20个战斗机中队、2个侦察机中队和1个电子战中队。其中，“阵风”战斗机58架，“幻影”2000N型核攻击机23架，“幻影”2000常规战斗机67架，“幻影”2000教练机16架，运输机82架，空中支援机20架。在空中支援机中，有空中加油机14架、空中侦察机4架、电子情报搜集机2架。

为提高军事侦察能力，法国空军计划在未来6年采购26架阵风战斗机、14架战术无人机，目标是到2025年前拥有一支225架的飞行编队。

4.宪兵

根据2009年8月3日的法律，国家宪兵队在人事和编制方面归属法国国防部管辖，在财政预算、任务方面归属法国内政部管辖。

法国宪兵队被称为“第四军种”，平时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战时负责执行保卫重要设施和打击小股入侵之敌等任务。法国宪兵分为地方宪兵和机动宪兵两种。它的主要装备有180辆各种新型装甲车，50多架直升机、轻型飞机和舰艇等。

二 兵种

1.核军事力量

法国核武器的按钮掌握在总统手中。1977年，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爱丽舍宫地下建造了秘密堡垒——“朱庇特”，一旦形势需要，总统将从这里向核武装部队下达命令。此外，无论总统身在何处，持有核密码及负责传送密码的技术人员和专家都要伴随前往。他们的使命，就是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法国的核武器库处于临战状态。

法国的核军事力量包括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共有4000人，其中海军2200人、空军1800人。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有18架幻影4P型中程弹道导弹的核战略轰炸机，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共有80枚潜射弹道导弹。在战术核力量方面，有幻影2000N型战斗机，36架超军旗型舰载战斗机。法国有500枚左右核弹头。此外，法国还拥有“准战略”核力量8450人，其中陆军6100人、海军190人。

2.情报部队

法国加大对军事全部建设的投入，从人力、财力、装备和技术等方面加强军事情报部队，以便提高法国军事情报工作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装备方面，法国重点发展采用光学、红外、电磁电子、雷达等各种技术手段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确保法国拥有独立的战略情报保障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军事情报的准确性、时效性以及综合分析水平。目前，情报和电子战旅共有4000人，由三军参谋长通过军事情报局进行指挥。此外，法国对外安全局也配合从事军事情报的收集工作。该局设有情报特工人员培训中心、空中运输大队、蛙人训练中心和无线电监听中心，配有3500～4000名特工人员。

3.外籍军团

成立于1831年3月10日。它的成员是职业军人，绝大多数来自外籍人，特别是欧洲人。外籍军团成立的最初目的是用于保护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利益，但是它在历史上参加过许多重大的和著名的战争和战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海湾战争等。当初，外籍军团总部设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总部迁往马赛附近的欧巴涅（Aubagne）。外籍军团的主要标志，就是每个成员都穿戴传统的绿色贝雷帽。目前，外籍军团总兵力约为7700人，编有1个装甲团、1个空降团、6个步兵团、2个工兵团等。

4.法兰西巡逻兵

成立于1913年，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特技飞行表演队。1964年2月，法国国防部正式将“法兰西巡逻兵”这一崇高的荣誉授予普罗旺斯的高级飞行学院特技飞行队。从此，这个飞行队就成为代表法国空军的唯一的特技表演飞行队。

“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保持着特技飞行表演机数的世界之最——12架。“法兰西巡逻兵”的队徽涂在飞机座舱的两侧，标志中表示飞机的箭头排成该队常用的9机“协和”队形。表演飞机涂饰着与法国国旗一样的蓝、白、红三种颜色。机群也常常把蓝、白、红三色的烟迹留在空中，艺术地把法国人民勇敢、浪漫的传统和美好的愿望勾画在蓝天白云之间。

“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的队员来自法国空军各个战斗机连队，都是各连队的尖子飞行员。他们在特技飞行队的时间一般为3年。他们每年要进行35～40次表演。

5.预备役部队

法国预备役人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在编预备役，即退出现役3年之内的人员，其中退出现役10～18个月的人员编入“可招回部队”。第二类为志愿人员，即超过3年在编预备役的人员和35岁以下的退役军官、士官和志愿兵。他们按志愿原则与军队签订预备役合同，合同期间随时应招再服役或参加人道主义行动等任务。第三类为专业人员，即从事军事通用职业者，如医生、翻译等工作的人员。部队一旦需要，他们可以随时应招为部队服务。

法国预备役人员由陆、海、空军参谋部和宪兵司令部分别管理。各军种参谋部人事局预备役处是本军种预备役军官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预备役军官的选拔、晋升、分配。陆军参谋部的兵役局、海军参谋部的人事局的海军注册处以及空军参谋部人事局的空军预备役注册和档案中心，分别管理在编预备役人员和志愿人员，负责他们的注册、征召、分配和晋升。

法国预备役人员编有75个连、14个支援连。

三 国外驻军

2012年，法国国外驻军约1.88万人，其中，5391人为临时参与军事活动，其余的是法国在国外长期驻军。

在临时参与军事活动的军人中，45%为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部队，30%在阿富汗，18%在中东，其余则在欧洲。

法国长期驻军计有驻德国部队2700人，安的列斯地区3800人，法属圭亚那3250人，印度洋地区4200人，新喀里多尼亚3100人，法属波利尼西亚3100人，乍得990人，科特迪瓦500人，吉布提2109人，加蓬680人，塞内加尔1170人。

法国长期驻军之所以集中在非洲，特别是原来法国殖民地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些国家相继独立后，法国与这些国家签订了防务条约，也与许多非洲国家订有军事援助协定。正是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法国在中非共和国、加蓬、乍得、吉布提、科特迪瓦、利比亚等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长期驻军。在多哥设置行动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和法国驻军保证了法国在“后院”的地位和利益。一旦这些地区发生危及法国根本利益和法国侨民的事件，法国的这些驻军将配合法国本土的快速反应部队，立即进行干预。此外，法国还在阿联酋新建了一个集海、陆、空三军为一体的综合性军事基地。

第六节 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

一 国防科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十分重视国防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特别通过海湾战争意识到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在军事装备、武器和现代化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人素质的提高和武器装备数量的增加是远远不够的，而精良的高科技武器在现代战争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法国特别重视国防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继续保持国防科技预算的增长。

法国加快对核武器库的更新和升级，大幅度增加战略核武器研究和开发的拨款。2000～2001年的两年时间投入23亿欧元用来研究和制造M51战略核导弹，其性能可以对付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威胁，也能对付来自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东亚远程导弹的潜在威胁。1997年开始制造新一代改进型ASMP-A空射巡航导弹，现在装配在“阵风”战斗机上。该型导弹的射程增加，命中精度有所提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为了配合这方面的工作，拨出专款研制成功更新M51型导弹和ASMP-A导弹的核弹头，海军核舰艇推进装置的反应堆地面试验开始进行。

与此同时，法国还重点发展常规武器装备，特别是大型装备发展项目和军事科技含量高的项目。陆军实现数字化，已经研制出使信息和指挥系统成为战场上的“神经”，能够指挥一支数量少但拥有更快反应能力和更大杀伤力的部队。法国正在研制“单兵作战及联络综合装备”，它拥有特殊的防护衣、集成通信装置、活动式日视/夜视装置、用于转过拐角射击的摄像机瞄准系统、一个集中式能源装置。法国还研制出“战地敌友识别系统”，以便在激烈的战斗中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迅速辨别友军或敌军，避免杀伤自己的战友。法国还研制出“快速信息导航决策与报告系统”，它拥有一张由电脑进行处理的地图，能够显示出友军和敌军部队的位置，还能够显示不断变化的战况图，同时能够报告战车的技术状态和后勤状态。

在海军方面，新一代作战系统需要完成诸如反舰、防空、反潜以及打击陆上目标等任务，要具备对数据的实时处理能力。新的系统具有集成各种传感器的能力，还可以进行跟踪。此外，法国正在加速更新服役即将期满的舰艇，将技术更加先进的装备和武器运用于海军，以便21世纪在海洋上占有一席之地。法国军方正在为这些新型舰艇研制数字化的处理系统，如海上一体化战斗系统。它能够同时处理2000条输入的信息，评估潜在的危险并策划武装反应。该系统已经安装在“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法国开始与英国合作研制和开发比“戴高乐”号更为先进的第二艘航空母舰，新型的地平线防空驱逐舰已投入使用。2007年，法国公开了“急风”轻型护卫舰的设计：舰长102米，排水量2000吨，具有雷达、红外等信号小、生命力强和适航性好等特点，可垂直发射舰空导弹。同年，法国开始研制防空型“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其中反潜型8艘，对陆攻击型9艘。

在空军方面，为了适应快速行动和远距离军事行动的需要，法国特别加强航空科技的研制和开发。近几年来，法国一直在研制和开发“幻影”2000D战斗轰炸机、“阵风”战斗机、“虎”式直升机和“NH90”直升机。“幻影”2000D战斗轰炸机是在“幻影”2000N战斗机的基础上增加了常规的空对空、空对地昼夜激光制导的武器。“虎”式直升机系列由法国和德国联合研制和开发，专门用于夜间作战，执行反坦克任务以及支援和掩护任务。法国空军也在向数字化的科技迈进：“空中作战指挥及管理系统”拥有8个不同的指挥功能，其中一个负责提供情报。法国研制和开发了为“阵风”提供无源侦察能力及目标探测和识别系统。

为了加强情报工作以及提高监视和预警能力，法国提出空间监视计划，研制和开发新一代军事卫星，如新一代“锡拉库斯”（Syracuse）军用卫星、全天候侦察卫星等。法国现有卫星的一部分在法国国防部“对外安全总局”的指挥下，从设在中西部的总部，通过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地面接收站，可以接收通过卫星传输的电话、电子邮件、互联网信息或传真，几乎覆盖全球各个角落。法国的卫星监听系统每天能收集数十亿条信息，经过一套过滤资讯设备最后再交由情报机关进行分析。目前，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和法国南部建立新的卫星接收站，进一步扩大收集情报的范围。

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强调，即便是在财政困难和紧缩的情况下，依然要保持对国防科研的投入。正因为如此，法国政府始终保持对国防研发和制造的高投入，2010年为108亿欧元，2011年为107亿欧元，2013年用于增强国防研究的资金将增加10%，并在今后几年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上，其中约7.5亿欧元用于国防科技的创新。

二 国防工业

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一直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发展国防工业，并把它作为巩固国防和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手段。为此，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建成了完整、独立和具有特色的国防工业体系。从70年代开始，法国国防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74～1979年法国国防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6%，相当于世界军火工业产值增长的3倍。法国军火出口额1970年仅为6.6亿欧元，1979年猛增至30.5亿欧元，10年增长了近5倍。法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法国国防科研和生产能力在欧洲名列前茅，在战术导弹、航空航天、光学、军事通信等众多领域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许多军用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军火出口为法国带来巨额的顺差，增加了国内的就业机会，对法国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国防工业呈现出衰退状态：开工不足，订单减少，利润大幅度下降，出口的顺差迅速减少。法国军火出口的盈余，1986年曾经达到创纪录的数字55亿欧元，此后逐渐下降，1994年下跌为11.4亿欧元。法国军火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在逐渐地丧失，军火出口在世界军火贸易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下降至第四位或第五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提高军事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政府对传统的国防工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不再坚持完全独立的、庞大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不再坚持所有军事装备的自给自足，加强与外国特别是与欧洲联盟国家在军事装备研制生产领域的联合和和作。

另外，法国政府决定调整国防工业结构。法国国防工业最大的弱点是经营分散、各自为政，1995年与军工有关的大小企业数量在5000家以上，国防高科技领域的支柱企业就有60～70家之多。不少产品和技术研制重复，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削弱了法国国防工业的整体优势。法国政府决心改变军事工业同类产品分散经营状况，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法国政府通过对国有军工企业实行国家保持控制权条件下的私有化改造，推动公私军工企业资本交叉融合、产品研制的合作和联营，进一步增强了泰雷兹集团（Groupe Thales，由汤姆逊集团2000年改名）、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lle Aérospatiale，简称SNIAS）、阿尔卡特电信公司（Société Alcatel Télécom）、达索飞机制造公司（Société Dassault Aviation）、马特拉航空运输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Mécanique-Aviation-Traction，简称MATRA）五大军工集团或公司的实力。它们囊括了飞机制造、国防电子、空间技术、导弹等各个领域的技术产品。

在舰艇制造方面，法国军事当局推动将最大的国有德克思造船厂（Direction des Constructions Navales，简称DCN）与另一私营造船厂联合，共同建造两艘1.9万吨坞式平台登陆舰，主要是代替法国海军现有的“飓风”登陆舰和“暴风雨”登陆舰。德克思造船厂将作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商，提供舰艇的推进和武器系统。另一私营造船厂在建造海军舰艇中全面应用商业管理技巧，从而能够建造更多的军用船舶，包括法国海军的战略导弹跟踪测量船和快速巡逻艇。

在飞机制造业方面，法国政府把国家在达索飞机制造公司掌握的46%的股份让与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为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做准备。达索飞机制造公司是个家族式私营飞机制造公司，已有50多年历史，在军用飞机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国际知名的幻影2000型战机就是这家公司的杰作。国家航空航天制造公司实行私有化后，与达索合并的障碍已不存在，这两家飞机公司的联合将使法国拥有制造民用和军用飞机的航空工业中心，法国政府仍是这两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在国防电子工业方面，阿尔卡特电信公司是经营通信设备、高速火车、发电设备、电力供应等高科技产品的综合型私营企业，股市资本高达198.2亿欧元，是法国排名第六的大型高科技工业集团。该公司在与泰雷兹集团和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相互投资后，在法国形成了一个国防电子领域的超级工业集团。

在卫星及空间技术方面，泰雷兹集团、阿尔卡特电信公司和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拥有空间技术产品和卫星制造的实力，阿尔卡特电信公司和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资本进入泰雷兹集团，为三家公司在卫星空间技术的联营开辟了道路。阿尔卡特电信公司与泰雷兹集团结盟后成立了阿尔卡特空间公司（阿尔卡特控股51%）。1998年阿尔卡特电信公司又决定使该公司的空间技术部门也入盟其中，公司分为卫星制造、民用和军用卫星地面接收系统等部分，营业额将达到22.9亿欧元。它将是仅次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休斯公司的世界第三大卫星制造公司。

在导弹方面，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马特拉航空运输总公司长期以来是法国导弹工业领域的两大竞争对手。后者的核心产品是导弹，是仅次于休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世界第三大导弹企业。前者也具有相当规模的导弹生产能力，曾在阿根廷与英国的海战中出名的“飞鱼”导弹以及各种弹道导弹等都是其拳头产品。马特拉航空运输总公司向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注入资本后，形成了一个年营业额近122亿欧元的工业集团，排在世界第四或第五位，居美国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休斯公司之后，与目前位居欧洲之首的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不相上下。与此同时，法国的导弹工业将结束二虎相争的局面，在欧洲形成一个极有竞争力的导弹研制生产的支柱企业。

正是经过国防政策的改变和国防工业结构的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遏止了法国国防工业生产和出口的衰退，提高了国防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出口的顺差额开始回升，1996年为44.8亿欧元，1997年达66亿欧元。2008年法国军火出口总额达到63亿欧元，2009年为81.6亿欧元，2011年达到65亿欧元，2012年降为48亿欧元。2012年，法国列为世界第五大武器出口国。2011年法国军火出口主要对象是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韩国、智利，采购的主要军火分别为西北风级两栖舰（BPC）、升级后的幻影2000战斗机、装甲设备、直升机、雷达等。2012年，亚太地区成为法国武器出口的主要地区。

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进一步强调国防工业的重要性：第一，法国国防工业是“法国战略独立自主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法国政治、外交和经济意图的后盾。唯有法国国防工业确保了具有权威性的设备和关键性武器系统供应的安全”。第二，法国和欧盟的国防工业为欧盟提供现代化防务设施和必要的武器系列，欧盟的战略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第三，法国国防工业产品的25%～40%供出口，为法国外贸带了盈余，从而有利于平衡法国外贸的赤字，改善法国经济的地位。

截止到2012年，法国拥有军工企业4000家，职工总数为15万人，其中2万人是高科技人员，总营业额为150亿欧元，其产品的25%～40%供出口。在军工企业总数中，中小军工企业占相当大的比例。为了扶植这些中小企业，法国国防部于2011年11月发布了《中小企业国防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法国国防采办战略中更好地体现中小企业的重要性；第二，加强金融政策支持，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协助其完成国防技术的转化；第三，调整国防部同合同商之间的双边协定，促进法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并鼓励中小企业同法国大型军工企业的合作；第四，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防部需考虑中小企业，并将采纳中小企业的创新文化理念，同时其采办策略将合理纳入中小企业的内容。根据《中小企业国防协定》，法国将修订其采办过程，旨在将价值1.5万欧元以下的合同主要授予中小企业，同时还将更改采办程序以支持中小企业。

在布局方面，法国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法兰西岛、布列塔尼、法国西南部以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岸大区。

第七节 对外军事关系

一 与欧洲的军事关系

法国着力加强欧洲防务，确保在欧洲政治事务和欧洲防务中的主导地位，并依靠欧洲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确立欧洲一极，从而推进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法国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然而政治一体化步履维艰，军事一体化更是落后。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状况，法国主张以西欧联盟为基础，建成欧洲政治联盟的防务实体，真正担负起欧洲防务的重任。

1.部队的合作

法国首先从双边入手，建立起两国的联合防务，然后向多边的联合防务发展，最后建立起欧洲联盟的军事一体化。

1992年5月，法德两国首脑批准了“欧洲军团”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在组成3.5万人的法德联合军团基础上，吸收西欧联盟其他成员国参加，最终形成6万人的、由多国部队参加的“欧洲军团”。欧洲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军长和参谋部的各级军官的任职实行轮换制。欧洲军团参加北约和西欧联盟防区内的集体防务，执行保卫欧洲的任务；维持和恢复危机地区的和平；必要时以西欧联盟的名义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自欧洲军团建立以来，该军团曾经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便检验欧洲军团的指挥和通信联络系统，协调军参谋部与各部队的作战行动。欧洲军团曾经派部队参加波黑的维和行动。

自1992年以来，法国和英国加强了在核方面的合作，确定组织联合弹道导弹潜艇巡逻和共同分担核威慑的责任。法国快速行动部队的司令和英国快速行动部队司令于1994年9月签订了一项两国快速行动部队进行合作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快速行动部队将在国际维和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行动中进行合作。法国和英国于1994年11月建立了联合空军司令部，以便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2000年，法国和英国积极筹建两国的海军共同体，法国“乌头”号护卫舰加入一支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由10来艘军舰组成的英国海军部队。

正是在法德、法英的双边合作的感召和影响下，进一步推动了多边和欧盟国家的军事一体化。1994年7月，法国与意大利、西班牙商讨组建一支联合快速行动部队，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欧洲能有进行干预的必要手段，及时做出快速的反应。三国联合快速行动部队自成立以来，不断地举行联合演习，以便检验三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联合干预的能力、救助三国侨民的协调能力。

接着，法国和英国首脑1998年12月联合提出建立欧洲共同防务的倡议，法国和德国首脑于1999年5月建议将欧洲军团改建成一支快速行动部队。2000年下半年法国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在尼斯欧洲联盟首脑会议上一致同意批准欧盟实施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计划。这一防务计划由法国以《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报告的形式提交会议审议通过。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欧洲联盟快速反应部队、批准建立三个常设政治与安全机构、明确欧盟防务与北约之间关系等问题。2003年正式成立快速反应部队，法国参与人员的总数，现已达到该部队的20%左右。法国在关键领域相应作出很大贡献。2007年将该部队从地面部队扩展到海、空军部队。

2.军备研制和生产的合作

为加强法国和欧盟军备力量，以及合理使用军备研制和生产的资金、统一欧盟内部武器的标准，法国政府积极推动法国军工企业与欧洲其他同类企业建立多种企业联营与合作。法国与英国签订了一项有关合作研制下一代空中系统基础技术的协议，随后德国、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加入了该项计划。根据该项计划，各国的有关公司企业将分工研制和开发欧洲隐形技术，以便赶超在这方面已经有25年经验的美国。除此之外，欧盟国家还将在下一代飞机系统的优先技术如通用/共同的口径、安全的远程数据链接、目标自动识别系统、机上的数据储存和处理等开展合作研制。

在生产方面，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德国航空航天公司合建了欧洲直升机公司，研制先进的虎式军用直升机。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还参与欧洲四国研制的NH-90军用运输直升机。法国联合德国、英国、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土耳其组成空中客车军事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军用运输机。2013年，该公司生产的首架A400M战略战术双用运输机已交付法国军方。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研制的玛利亚纳运载火箭享誉全球。马特拉航空运输总公司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导弹、空间技术、电信等联合公司。泰雷兹集团则参与了这些合作产品的导航、控制等系统电子技术设备的研制，并且与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在水下监测系统方面合作，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声呐公司。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以及美国军工企业的集团化，法、德、英三国领导人1997年12月联合做出了实现欧洲国防工业一体化进程的决定，准备把目前松散的经济联合体——空中客车工业公司改造为独立经营的股份公司，使之成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欧洲航空和国防工业超级集团。

2001年，法国军工与欧盟成员国的合作又迈出了一大步。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三家航空工业集团宣布于2001年12月签署协议，组成航空空间工业集团（简称MBDA集团），它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导弹制造集团，仅次于美国的雷声集团。此外，法国和英国的合作还包括反水雷舰、空射反舰导弹以及升级陆基导弹。

二 与北约的军事关系

法国是北约（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在二战后初期和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在北约组织内唯美国马首是瞻，失去了自己国家的独立政策和国际地位。

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戴高乐决心执行独立外交和独立的军事政策，以便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他首先向美国控制的北约发难，要求分享北约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遭到美国的拒绝后，法国从1959年开始逐步地退出北约，到1966年最终完成。法国此举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猛烈地冲击了北约军事组织，并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离心倾向。

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总统期间，他鉴于法国军事战略由“全方位防御”改为重点对东方的“前沿战斗”和“扩大庇护所”，从而加强了与北约的军事联系。他声称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军队将同北约军队并肩作战。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他鉴于欧洲的均势由于苏联部署SS-20新式中程导弹而被突破，立即着手调整法国与北约的关系。他强调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并积极向北约靠拢，支持北约的“双重决议”。法国认为加强与北约的联系与合作有助于恢复欧洲的均势，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势头，因而有利于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20世纪90年代，法国意识到冷战虽然结束，但是在欧洲形势多变和在西欧联盟还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的情况下，还要依赖美国和北约担负起欧洲防务的重任，因此在坚持独立的防务的同时仍然要做出必要的妥协，在宣布组建“欧洲军团”时声明无意削弱北约或取而代之，而是作为补充和加强的力量配合盟国参加集体防务，必要时隶属“欧洲军团”的法国部队还可以临时接受北约司令部的调遣。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法国不断地改善与北约的关系，特别是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关系。

2009年3月，法国决定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获得议会的批准。究其原因，除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外，更多的还是战略考量：法国只有重返军事一体化机构，才能全面参与北约决策，提升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全面回归北约，才能加强盟国对法国的信任，以北约为平台推动法国主张的欧洲防务建设进一步发展。法国将协同德国要求北约制订“新的战略设想”，使北约“更好地应对新威胁”，在“互补基础上”推动和加强欧盟与北约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世界格局和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今天，法国重返北约无疑会对欧洲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影响。

三 与非洲的军事关系

非洲对法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法国于20世纪60年代同意法属非洲国家独立的同时，与6个国家（中非、象牙海岸、加蓬、塞内加尔、吉布提、科摩罗）签有“防务协定”，与22个国家签有“军事援助协定”，并向非洲派遣了1000多名军事顾问，从防务和军事方面确保法国与这些非洲国家的特殊利益关系。目前，法国在中非、乍得、科特迪瓦、吉布提、加蓬、塞内加尔都有驻军。2013年9月，法国决定在利比亚苏尔特郊区建立军事基地，其目的一是为了控制利比亚石油，二是为打击马里北部的恐怖组织。

20世纪60年代，法国对非洲国家的军事干涉达9次之多。70年代后，法国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国家的军事干预：当扎伊尔爆发第一次沙巴战争时，法国向摩洛哥的干预部队提供了后勤支援；当第二次沙巴战争再起时，法国联合比利时派遣空降部队进行直接军事干涉；当中非皇帝博卡萨加强与利比亚关系时，法国派遣伞兵部队攻占中非首都班吉（Bangui）等各个战略要地，赶走利比亚军事人员，推翻了博卡萨政权；当利比亚雇佣军入侵突尼斯时，法国应邀给予突尼斯军事支持；当乍得爆发内战时，法国一直派兵进行干预。80年代以来，法国要求非洲国家推进民主化进程，结果引起了一些国家政局的动荡，导致了法国的军事干预。

进入21世纪，法国从“非洲优先”的“人道主义”出发，进一步加强了在非洲出兵和干预的力度。2011年初，法国在利比亚局势动荡期间于3月19日率先对卡扎菲军队动武，最终帮助反对派于8月中旬攻占首都的黎波里，导致卡扎菲政权的彻底垮台。2011年4月，法国政府在科特迪瓦政治陷入僵局时明确宣布支持瓦塔拉，并以保护法国侨民为由，向科特迪瓦增兵，与联合国驻科特迪瓦行动团联手向巴博兵营发动袭击，活捉了巴博。巴博的倒台为法国恢复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铺平了道路。2013年初，法国以打击马里恐怖主义为由，派遣军队进入马里，对马里反政府武装实施打击，美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等盟友在后勤和情报等方面给予支出。法国动用了4699名官兵。目前，法国在马里的武装干预还在继续。

四 维和行动

法国为了显示其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和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惜花费巨额经费积极从事维和行动，法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三大出资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先后向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意大利、柬埔寨、土耳其、埃及、卢旺达、萨尔瓦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西撒哈拉等派遣过维和部队，总数在1万人左右。

自1994年以来，法国在非洲推行旨在提高非洲国家自身维和能力的新防务政策，已经先后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和加蓬两个法语国家实施了这一政策，现在又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非法语地区推行这一政策。法国的非洲新防务政策有三个重点：培训非洲国家的职业士兵，使他们掌握维和的专门知识；帮助组织多国军事演习；为执行联合国或非洲统一组织维和使命的非洲部队提供军事装备。

法国在2013年4月结束军事介入马里行动后，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4月25日通过设立马里“稳定特派团”的决议，以帮助马里重建安全环境，推动马里和平进程以及国家重建。这支维和部队已于7月1日开始在马里部署，兵力将达到1.12万人。法国派遣150名士兵加入稳定特派团。除了参加马里的维和行动外，法国还保留1000人左右的部队继续在马里北部开展反恐行动。联合国安理会还授权法国部队在其能力范围内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稳定特派团遇到重大困难时协助展开行动。


第六章 社会

第一节 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

一 社会结构的嬗变及其特征

二战后，随着法国经济生产发展、经济结构、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动，法国社会结构也随之嬗变。这种嬗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初期阶段。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初，当法国经济生产从战争的废墟中重建和恢复时，法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2）急剧变动阶段。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随着法国经济生产的高速发展，法国社会结构也同时发生共振，急剧地变动和重组，从而使法国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许多二战前未有的新特征。（3）当代法国社会结构诞生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最终形成当代法国的社会结构，从而诞生了许多新阶级、新阶层、新群体；原有的阶级、阶层、群体也发生了“自我扬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各主要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当代法国社会结构具有以下的特征。

1.从两极化走向多极化

二战前，法国旧中产阶级不断地分化和瓦解：极少部分上升为资产阶级，而绝大部分不断地被抛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正是旧中产阶级向两极的集结，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两大营垒，构成两大社会力量，形成了二战前法国工业社会两极化的格局。

二战后，在旧中产阶级进一步没落的同时，以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为核心的新中产阶级则迅速地崛起。在法国社会中，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构成当代中产阶级，其诞生、形成、发展和壮大，推动法国社会结构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从简单化走向复杂化、多层次化和多样化

二战前，法国的各个阶级内部，存在着一些阶层，但是它们的层次少，比较简单。二战后，当代法国阶级中诞生了当代中产阶级，使法国社会增添了一个基本的阶级和基本的社会力量，从而使法国社会结构复杂化。在各个阶级内部，新增加了许多阶层。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内部，有国际垄断资本家、新一代财团、雇用的董事长、总经理、经理、经纪人和代理人等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文武官员、政党的上层人物，加上二战前就已经存在的大、中、小资本家，从而使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内部走向复杂化、多层次化和多样化。当代法国工人阶级内部，有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专业工人、普通工、上层和下层职员，加上二战前法国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使法国新社会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走向复杂化、多层次化和多样化。

二战前，法国社会的群体有失业者、移民、贫民，群体比较少，而且简单。当代法国社会中，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使群体多了起来，有知识分子群体、妇女群体、退休者群体、失业者群体、移民群体、被排斥者群体、贫苦线以下的群体、“新穷人”群体等，从而使法国社会群体也走向复杂化、多层次化和多样化。

3.从小生产者社会走向领工资者社会

二战前的法国社会，特别是19世纪法国社会，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是小生产者的社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农民的社会。

二战后，法国独立经营者在逐渐地减少，其中农业经营者和小业主数量的减少最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以领工资为主要特征的新中产阶级、中央和地方的公职人员、公共医疗机构成员的数量迅速膨胀。在就业人口中，非领工资者和领工资者的比例，1976年分别为16.7%和83.3%，2006年分别为11.2%和88.8%，2011年分别为11.7%和88.3%。领工资者构成汪洋大海，从而使法国社会转变为领工资者的社会。

4.中产阶级化

由于当代法国中产阶级已经构成法国社会的中坚和核心，在法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法国人的价值观》的编者皮埃尔·布雷雄（Pierre Bréchon）于1999年进行调查时统计，在法国人的阶级意识已经淡化的情况下，近2/3法国人还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2006年1月，索福勒斯民意调查机构（Société Française d’Enquêtes par Sondages，简称SOFRES）的电话调查表明，75%被调查的法国人认为自己应属于中产阶级。可见，法国社会已经中产阶级化，已经从20世纪上半叶的食利社会走向管理人员社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社会。

5.从同质性到差异性

二战前，法国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差异性比较小，因而同质性比较多。二战前法国各个阶级的同质性，有利于本阶级的团结、思想的统一和步调的一致。

二战后，由于当代法国阶级、阶层和群体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层次化，各个阶级内部还出现了各自的流动阶层和过渡性阶层（亦称为边缘阶层），出现了结合型、兼职型和持股型的过渡性阶层。所谓结合型，即具有双重的阶级或阶层的特征。所谓兼职型，即以一个阶级属性为主，兼有属于另一个阶级或阶层的职业。所谓持股型，即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多数持有股份，如果持股达到最大限度，有可能改变其原来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属性。

总之，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和群体在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参与权、持股量、生活条件、文化修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逐渐拉大，从而使其同一性越来越少，而差异性则越来越多。

6.阶级、阶层和群体的界限模糊化

在法国社会中，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职业数量的激增，导致金字塔中的阶级和阶层的上层与上一个阶级和阶层的下层的差别越来越小，甚至要小于一个阶级和阶层内部上下层的差别。特别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所导致的职员数量的猛增，而职员的阶级归属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职员应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还是应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之所以长期地引起争议，就是因为职员内部结构复杂，层次多，其中有的与中产阶级接近，有的与工人阶级相似。至于群体的情况，也是十分复杂。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例，它是一个垂直的社会集团，拥有各个阶级和阶层，所以其界限也十分模糊。

7.阶级意识淡化

20世纪50和60年代，法国人认同自己属于某个阶级，具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这似乎构成法国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在他专门研究工人阶级意识的著作《工人意识》中论述道，法国工人阶级也好，工会和法共也好，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1949年，40%的法国领工资者是工会会员，从而使工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战斗性。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十分强烈。只是农民在小资产阶级意识方面，常常引起争论。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人的阶级意识开始淡化。其中，以法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漠尤为引人关注，21世纪只有10%的法国领工资者参加工会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 阶级、阶层及其特征

1.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层及其特征

二战前，法国存在着以“两百家族”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两百家族”指的是法兰西银行的200个大股东，是二战前法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根据2006年统计，法国有金融公司384家，专业金融机构7家，商业银行291家，互助合作银行120家，城市信贷银行19家。目前，法国前10大银行集团已经控制了85%以上的零售银行业务。法国银行业还向欧洲和全世界扩张，2005年法国已有56家信贷机构在海外85个国家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总数达994家。正是法国金融业和银行业在国内外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金融寡头以及新的国际金融家和银行家。

二战后，随着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大型和特大型公司企业的不断涌现，新一代集团不断地诞生和成长，控制这些集团的垄断资本家大大增加。根据2010年统计，法国大型企业总数为200家，雇用职工达348.2万人。其中，大型集团（职工在1万人和1万人以上）80家。这些大型集团和公司的资产所有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等构成了法国社会中的“超级富翁”。

二战后，法国如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迅速发展，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日益科学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资产占有者需要雇用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行家里手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组织和指挥生产，从而使总经理、经理、经纪人和代理人这种类型职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大量发展起来，被称为“管理者阶级”，其数量已大大超过传统资产阶级。

二战后，随着法国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加强以及国家行政职能的扩大，政府的高级官员、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组织的上层人物数量日益增长。他们代表着法国资产阶级的某一阶层或某一政治派别，也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随着法国科技、教育等第三产业蓬蓬勃勃的发展，知识分子上层的一部分如高级教授、高级律师、高级专家、高级顾问等，为当权者提供有关材料、论据和建议，出谋划策，维护当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他们是法国统治阶级的高级智囊和思想库，是法国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于2010年4月公布的《家庭收入与财产》的报告，占法国人口1%的富有阶层年收入在68.8万～1300万欧元之间，按当年人口比例计算，这些富有阶层约为60万人。其中，最富有的阶层总共5800人，而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豪则总共1500人。这些最富有阶层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企业高层领导、董事长、总裁或者自由职业人士；另一个是靠资本金获得收入的人。

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具有许多新的特征：第一，既存在着与二战前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相联系的阶层，还包括二战后形成的阶层和社会集团，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在这个阶级中已占主导地位，在当代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通过种种社交活动，法国上流社会加强联系和沟通，高级管理人员在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经常交换职务，知识分子上层与高级官员之间相互变换工作岗位。第三，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欧元区的建立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法国垄断资本加速与国外资本联合和合作，从而使法国资产阶级与欧洲和国际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第四，法国资产阶级各个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最高和最低数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层及其特征

当代法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介于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和当代法国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是介于当代法国富人和当代法国穷人之间的社会集团。它由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组成。

旧中产阶级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雇主、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教员等），其中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雇主又称为小资产者或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法国旧中产阶级的核心，其中又以法国农民为主体。二战后，随着法国农村土地的集中和兼并加快，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纷纷破产，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农村中的中产阶级数量急剧下降，从而使当代法国中小型农业经营者和个体农业经营者，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职业群体。

二战后，在法国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艺术等增加“人的价值”的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从事这些行业的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艺术家、文学家等专业人员的数量剧增。今天，法国专业人员的绝大多数都是雇佣劳动者，都是领工资者，因而他们是新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由于生产进一步社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更加精细，出现了新的管理工作岗位。在这些管理工作岗位工作的管理人员执行公司企业的管理职能。管理人员根据职位，可以分为高级管理人员（如公司的经理等）、中级管理人员（如正副主任等）和低级管理人员（如技术员等）。他们处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中间地位，执行已成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管理职能，属于新中产阶级的范畴。

二战后，随着法国国家职能的扩大和国家干预的加强，法国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增加，法国公务员的队伍大大地膨胀起来。法国公务员分为A、B、C、D四个等级，B和C等级占公务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中级公务员，执行上级的指令，实施行政管理的职能，他们也属于新中产阶级。

当代法国新中产阶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新中产阶级完全不占有资本或生产资料，但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靠出卖脑力劳动来换取工资报酬，因而他们是新型的领工资社会集团。第二，新中产阶级无论在行政岗位上还是生产岗位上，都拥有一部分经营权、管理权或处置权。而这些权力，主要是生产和社会分工的结果，是生产和经营的客观需要。第三，新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文化程度、消费水平、度假和娱乐方式都处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等水平。第四，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所从事的行业都是高级的、最有技能的脑力劳动，因此，知识分子构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主体。第五，新中产阶级是当代法国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以及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着当代法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新中产阶级数量还将增长，在法国人口中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3.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层及其特征

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由传统工人和新型工人组成。传统工人包括工业和手工业中的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店员和雇农。他们是以体力为主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因而被称为“蓝领工人”。二战后，法国传统工人依然存在，产业和手工业的普通工、为个人服务的服务员、部分职员和农业工人，都属于体力劳动的工人。随着法国传统工业的没落，法国传统工人的数量已经锐减，仅就工业和手工业的普通工、农业工人而言，2007年占15及15岁以上人口的5.0%，2008年为4.7%。

二战后，随着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自动化、合理化、系列化、信息化和机器人的问世，生产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促使劳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不再亲自参与到具体生产过程中，而是以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者、调节者和操作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实现了从传统劳动方式向现代化劳动方式的转变，即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和脑体双重劳动的转变，从而诞生了新型工人。

就当代法国农业工人而言，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也由于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成为新型的农业工人，成为农业的熟练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而且还要运用知识、文化和专业技能，因而也是熟练工人。

二战后，随着法国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职员数量迅速激增。职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高级职员，其收入和待遇要高于职员收入的平均水平，其中相当部分属于新中产阶级的范畴；另一类是低级职员，如售货员、出纳员、电话局话务员等，其收入往往低于职员收入的平均水平，他们属于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当代法国工人阶级具有许多新的特征：第一，二战后脑力劳动和脑体双重劳动的工人已经占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绝对多数，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工作性质，改变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面貌。第二，当代法国工人阶级是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占绝对优势，并构成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核心。第三，绝大多数法国非物质生产部门都是小型企业，这就决定了非物质生产部门工人的分散性，从而造成了这类工人比较落后，组织性差，战斗力弱。第四，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由城市来提供，吸收大、中学生来补充和壮大自己。第五，在当代法国工人阶级中，妇女的比例大大提高。第六，在当代法国工人阶级中，外籍工人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大多分布在建筑业和为个人服务的服务行业中，从事普通工和勤杂工等职业，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第七，从总体来看，当代法国工人阶级不能再等同无产阶级，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拥有数目不等的动产和不动产，拥有住房、汽车、股票、国债等私人财产。

三 群体及其特征

1.广义的知识分子及其特征

所谓广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泛指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高等学历和文凭以上并以某种知识技能作为职业的那部分群体。

在法国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垂直型的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广义的知识分子分布在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中，分布在资产阶级及其阶层、中产阶级及其阶层、工人阶级及其阶层中，也分布在其他的社会集团和群体中，因此，知识分子是一个谱系很宽阔的驳杂的社会群体，并不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利益。

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数量随着法国高等教育事业、经济生产、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迅速地增加，仅由高知职业、自由职业和中级职业、管理人员所组成的知识分子1954年为166.7万人，1975年为422.4万人，1990年为740.7万人，1999年上升到892.8万人。高知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中级职业所组成的知识分子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2003年为19.6%，2007年为21.2%，2008年上升到21.7%。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知识分子在当代法国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中的比例也进一步提高。在当代法国资产阶级中，凡是大公司企业的领导层、国家和政府部门中最上层领导人物、政党领袖，无不是上过高等学府，其中相当部分持有名牌大学的文凭。新中产阶级和绝大部分旧中产阶级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增加“人的价值”的行业，是最高级和最有技能的脑力劳动，因此，这些阶层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在当代法国工人阶级中，普遍地受到过义务教育，文盲所占的比例很小；许多脑力劳动者和脑体双重劳动者都是来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当代法国阶级、阶层和群体中，都构成了最核心、最有前途、最先进和最有素质的部分，因而成为当代法国社会结构的轴心。

2.狭义的知识分子及其特征

所谓狭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法语知识分子（intellectuel）词语诞生时所指的那部分群体，而法语知识分子词汇是继俄罗斯最早创造俄语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词语之后的第二个知识分子词源。

1894年，发生了一起由法国军方制造的德雷福斯冤案。当真相逐渐地显露出来时，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左拉于1898年1月2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控诉！》的文章，激进共和党人乔治·克雷孟梭同日在他所办的《震旦报》上称呼这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为“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直接地传播开来。“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实际上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他们主要都是自由职业者，包括一批律师、医生、文人、作家、艺术家，还有学者和科学家。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叫做公共知识分子。

实际上，在知识分子词汇诞生以前，在法国就已经存在这样类型的群体。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以思想和理论作为武器，奋笔疾书，持续不断地、深入地开展了对法国封建专制和神权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提出未来社会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构想。18世纪以来，法国几乎每位大文学家都是“参与性作家”，如雨果、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等。他们可谓是19世纪末法国知识分子的先驱。

从法语知识分子词汇的诞生和近现代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第一，法国知识分子，大多是自由职业者，继承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精神和气质，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在体制外进行战斗，甚至在街道上进行斗争。第二，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往往在某一事件上严重地分裂为左翼和右翼，两军对垒十分明显。第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不仅仅在具体事件中形成反差，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分歧。前者主张共和、正义和理性主义；后者维护宗教、秩序和民族主义。

二战后的“辉煌的30年”中，法国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进一步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并积极地介入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流派风靡一时，在其作品中主张作家干预生活，宣扬个人生活、自由、自我存在等。萨特与阿隆（Aron）展开了长达30年的争论，并使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呈现出向萨特一边倒的局面。在政治领域，法国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强调正义和平等高于民族利益，萨特等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121人宣言》，反对法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他们还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二战后的30年间，法国知识界为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所左右，从而在国际上一提到法国知识分子，必然与激进和左翼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知识分子中依然存在着这样一部分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属于某个阶级，也不属于某个阶级中的某个阶层，而是独立的群体和特殊的群体。他们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和萨特时代的传统，坚持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和战斗精神，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法兰西民族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还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斗争和社会运动。正是这些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为推动法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妇女群体及其特征

尽管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妇女在经济和劳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法律也规定男女必须同工同酬、缩短劳动时间和限制劳动工种等，但是，在经济和劳动方面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与其他周边国家如英国、德国等国的妇女比较，表现十分突出。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越来越大，在第三产业中已经超过男子，但是，法国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严重。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统计，女性月工资收入与男性月工资收入的差距，2000年为-20%，2005年为-18.19%，2009年为-20.1%，2010年为-19.7%。另外，与男性同等学力的法国妇女上升到高层职位的概率比男性小，法国妇女的失业率要比法国男子高得多。

在公民权利方面，法国妇女享受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比其他周边国家妇女晚得多，直到二战后在抗德力量和左翼力量的争取下才获得这种政治权利。即便如此，在相当长时间内，法国妇女代表在民选机构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比例仍然比较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妇女的政治地位才有明显的改善。根据统计，女市长占市长总数的比例为13.8%（2008年），国民议会女议员占总数的比例为26.9%（2012年），女参议员占总数的比例为22.1%（2011年），市镇议会女议员占总数的比例为35.0%（2008年），欧洲议会法国女议员占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总数的比例为44.4%（2009年），大区议会女议员占总数的比例为48.0%（2010年）。但是，与其他周边国家比较，法国妇女的政治参与率仍然保持较低的水平。

在民事权利和家庭地位方面，尽管法国妇女已经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民事身份仍然没有彻底地改变，相反，法国妇女就业这个现实却往往要受到她们在家庭中扮演角色的影响，因为法国夫权主义十分盛行，从而使她们从事的工作是母亲角色的延伸，她们获得的工资和报酬是补贴性的而非家庭主要收入，她们工作的类别也是低级的、辅助性的，等等。

为了获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权利，法国妇女逐渐地聚集起来，形成女性群体，开展女权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早在19世纪，法国妇女开始意识到要团结一致为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女工则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与男工同工同酬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形成了群众性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些女权主义运动，有的提出在个别领域的平等权的要求，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有的则进一步争取在所有领域的平等权。

20世纪70年代，法国妇女群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运动，它涉及许多领域，对现存的某种制度或某项法律提出异议，诸如劳动权利和工作条件、性关系、家务劳动分工、社会角色的分配、避孕、堕胎、残害妇女的暴力、妓女问题、色情文化等。所有上述问题都不仅是个别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具有广泛性。如果说19世纪到二战前法国妇女运动，大多数是妇女的上层人物争取与男子平等的运动，那么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吸引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的妇女，因此具有广泛性。第二，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具有激进性和不妥协性。第三，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在斗争方式和策略方面，主要是采取集会、讲演、发言、辩论、游行、出版等，从而汇合了众多法国妇女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

4.退休者群体及其特征

随着劳动人民寿命的延长和退休制度的普及，法国退休者组成了一个了庞大的群体。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统计，退休者占15及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1982年为13.7%，1990年为16.3%，1999年为22.1%，2003年为29.2%，2004年为30.3%，2007年为30.6%，2008年上升到30.7%。2010年，法国退休者总共1510万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退休者，无论其原职业如何，他们都已经退出原来的工作岗位，都在生活方式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都要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问题，都要面临共同的未来和命运。

总的来说，法国退休者和老年人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群体：首先，这个群体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差别较大，其中一些退休者和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较低，勉强保持温饱，一旦遇到通货膨胀或者经济不景气，则势必出现入不敷出，从而陷入贫困的状况。根据统计，2010年，在退休群体中约有60万人必须领取各种老人津贴和补助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其中7万退休者和老人完全依赖这些津贴和补助。其次，比较富裕的退休者和老年人往往是那些夫妻所组成的家庭，双方都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一旦失去配偶或者离异，则势必大幅度减少收入，失去富裕生活的条件，从而陷入贫困的状态。最后，在单身的退休者和老年人中，其中大部分人退休金和养老金较少，是十分脆弱的阶层。

5.失业者群体及其特征

在“辉煌的30年”期间，由于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法国保持很低的失业率和失业者数量，1950～1970年失业率仅占就业人口的1%～2%，法国人民基本上处在“安居乐业”的状况。

然而，从1975年进入石油危机以来，由于经济陷入了滞胀和低速发展，法国失业率逐渐地上升，失业者数量也逐渐地增加。法国失业率和失业者数量，1976年分别为4.3%和94.95万，1995年达到11.6%和289.9万，2000年分别为10%和259万，2005年为9.8%和271.7万。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失业严重起来，2009年失业率和失业者数量分别为9.6%和272.7万，2010年为9.3%和264万，2011年为9.2%和261万，2012年上升为10.7%和316.9万。

在法国社会中，失业具有广泛性，它涉及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群体。第一，失业者主要是工人和职员，他们的失业率在同行业人员中的比例自始至终都是最高的，他们的失业数量自始至终也是最多的。第二，从性别来看，女性的失业率和失业数量要比男性高，其失业率要超过1至2个百分点。第三，15至29岁的失业率要比其他年龄段的失业率高出许多，保持在14至15以上的百分比，从而使法国社会的失业群体年轻化。第四，失业波及一向认为职业比较稳定和可靠的管理人员、干部和中间职业者。第五，在失业队伍中，移民的失业率和失业数量往往要高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正是法国失业的常态化和广泛性，使法国社会中的失业者构成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或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他们遭遇共同的不幸，拥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具有共同的愿望和诉求，共同面对未来。

在法国社会中，就业者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重大变化，特别是那些初期失业者群体。第一，失业者群体意味着原有社会地位的丧失，如领工资者失业则意味着原所在职位的丧失，雇主和个体工商业者的破产则意味着原雇主地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地位的丧失，而原所在职位的丧失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丧失。第二，失业者群体意味着经济地位的下降。无论是领工资者、雇主和个体工商业者，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断绝了原来的收入和经济来源，从而使其经济地位下降。这些失业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失业者群体，往往被迫在双亲的庇护下生活。第三，失业往往导致家庭产生危机和走向破裂，如夫妻双方的离异。第四，失业还导致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丧失，甚至出现自杀的极端现象。总之，失业者群体意味着堕入了“下层社会”。

6.移民群体及其特征

法国在西欧国家中是主要的移民国。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外国人向法国的移民，一战前夕大量外国人涌入法国，挖掘战壕备战。到1918年外籍移民占当时法国人口总数的6%。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外籍移民形成了第一次高潮。那时，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移民大国。这些欧洲移民经过几十年的共处和定居生活，已经和当地人融为一体。

二战后，法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大量地吸收外国劳动力，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出现了外籍移民的第二次高潮。他们有葡萄牙人、阿拉伯人和法属非洲国家的非洲人，其中70%是来自北非和马格里布国家。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外籍移民高潮，在印度支那发生战乱时大批柬埔寨和越南难民迁居法国。此外，还有许多黑非洲人和亚洲人涌入法国。2009年外籍移民达到543.3万人，占法国人口总数的8.4%。由于历史上移民的积累，在欧洲联盟国家中，法国接纳移民的数量或者移民占人口的比值，都仅次于德国排在第二位。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法国劳动力过剩，失业日益严重起来。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解决失业问题，法国于1974年起严格地限制移民，于1982年7月决定建立新的外国人居留证制度。自此，外籍移民浪潮消失了，即便如此，年年都有外籍移民进入法国，非法的移民依然不断。但是，法国外籍移民的数量明显地降了下来。

根据2009年统计，在移民总数中，非洲移民（主要是北非移民）占42.7%，欧洲移民（主要是欧盟国家移民）占37.7%，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支那三国的移民）占14.2%，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占5.4%。他们之中约有1/3居住在巴黎，其次是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加来海峡地区以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等地。在这些外籍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是流亡到法国，绝大部分都是来法国打工挣钱的。

在法国社会中，移民往往与失业、贫困、不平等、种族歧视和二等公民联系在一起。

在失业方面，移民受到的打击最大。2011年，11.8%以上的移民劳动力处在长期失业状态。也就是说，法国移民的失业率比当地人高出许多。其中，移民青年和移民妇女首当其冲。15岁至24岁移民的失业率，占同龄青年的32.3%；移民妇女的失业率，则占移民妇女的24.5%。

在收入方面，由于移民绝大部分是工人和职员，有的甚至从事地下职业，所以工资收入都比较低，往往领取法国各行业的最低工资，甚至只领取各行业最低工资的一半。多数法国移民在经济上十分拮据，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居住方面，多数法国移民被安置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和远郊区，居住条件差，其中18%被安置在临时和简陋的住房中，有的被安置在慈善机构的收容所中，还有的流浪街头。在精神方面，移民经常受到当地人排外主义思潮和极右势力的干扰，受到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被视为二等公民。在文化方面，移民中大多数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维习惯都与法国传统基督教社会不同，这在客观上造成移民与主流社会产生隔阂。

法国移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利益，有着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诉求，形成了移民群体。特别是拥有400万之众的穆斯林，更是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移民群体和穆斯林群体，为反对贫穷、不平等和不公正，为真正地融入法国社会而斗争。

7.“社会排斥”和贫困群体及其特征

在法国社会中，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被称为“社会排斥”（“I’Exclusion Sociale”）。

“社会排斥”包括自杀者、身体残疾者、精神病患者、老年病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不良行为者、单亲家庭、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破产者、其他社会“不适应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排斥”和贫困群体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变化。法国全国贫困与社会排斥观察所认为，根据收入只有中等收入60%以下的贫困线，20世纪90年代法国1/10家庭被列入“相对贫困”的范畴。进入21世纪，法国“社会排斥”和贫困群体，2008年为78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3%；2009年为820万人，占13.5%，2010年为860万人，占14.1%。这些人的月平均收入不到964欧元。“社会排斥”和贫困群体越来越多地涉及25岁以下的青年人和单亲家庭，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的各阶层中，特别是被解雇的领工资者和失业者中间。

由于法国社会长期地处在经济低速增长和不景气状态，失业不断地发展，被社会排斥者不断新生，新贫困现象有增无减，因此相对贫困化现象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从而使被社会排斥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愿望和诉求，还要面对共同的未来。

四 社会关系

1.新社会的定型力量、中坚力量、稳定力量和治理力量

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阶层和群体，已经占法国就业人口的2/3。正是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阶层和群体，把法国社会定型为贫富两头小、中等收入大的橄榄形的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事业方面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减少了社会动乱。

在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中，新中产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占法国就业人口的30%。他们有文化修养，有专业技能，有社会地位和声望，有相当不错的资产和收入，因而获得社会许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认同和向往。他们对法国社会中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起着示范和定型的作用。尤其是广义的法国知识分子，已经构成当代法国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核心，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向着新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核心方向发展，左右着法国社会的社会关系。

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当代法国中产阶级，直接地或间接地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通过管理经营、科技革命、革新发明等，创造了新的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率。他们垄断了法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和文艺，掌握着法国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主导着法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所以，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当代法国中产阶级，构成了法国新社会的中坚力量。

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当代法国中产阶级有较为丰厚的资产和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有较为安逸的生活，因而他们希望保持现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稳定现有的社会环境。随着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阶层和群体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可以和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缓解阶级和社会矛盾与冲突，从而起着稳定社会秩序和减少社会动乱的作用。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当代法国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稳定法国社会的力量。

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当代法国中产阶级，通过它的选民、它的政党、它所控制的议会和它所组织的社会集团，替代了当代法国资产阶级来治理国家，从而构成法国社会的治理力量。

2.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

（1）工人运动。当代法国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罢工，而罢工是近代和现代法国工人阶级争得权利、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主要手段，也是当代法国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重要手段。

20世纪70年代是法国工人运动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法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法国的劳资纠纷和冲突，每年平均在2000～4000次之间。每年罢工平均损失的工作日在300万～400万个之间，几乎是“五天大罢工，天天有游行”。这个时期，法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是：第一，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不仅提出经济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环境，提高工资和报酬水平，而且经常提出政治要求，反对当局的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要求政治革新，要求在企业中参与决策和管理。第二，罢工者和游行者具有强烈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斗争精神和战斗力，往往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实行“街头政治”，挖石头，筑街垒，与军警抗衡，或者进行巷战。在工矿企业中，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占领工厂和车间，独立自主地经营管理。在反对侵略战争中，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不仅冲击当局的有关机构，甚至卧轨阻止军车的开行。

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工人运动逐渐地走向低迷。罢工损失的工作日，1983年为148万个，1985年为73万个，2000年为226万个，2005年为176万个。法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是：第一，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主要着眼于为暂时的和局部具体的利益而斗争，特别是限于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增加福利、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通常以反对解雇、改善就业条件、弥补因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为满足，尤其反对触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反对进行改革。第二，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再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和方式，不再破坏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第三，当代法国工人运动采取了新的形式，如采取“不停工的集体行动”的数量增加了，展开怠工、拒绝加班、示威和请愿等，有以“冷罢工”代替“热和暴力罢工”的趋势。

当代法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走向低迷，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和战斗力衰退，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淡化。第二，随着传统的产业部门走向没落，蓝领工人数量锐减，使其革命精神和战斗力消退。第三，工会组织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载体日渐式微。它表现为领工资者参加工会的比例下降。1949年有40%的领工资者参加工会，而目前工会会员仅占就业人口的8%。第四，工会的众多使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工人运动处于分裂状态。

尽管当代法国工人运动处于低迷状态，但是，与德国、英国等邻国比较，法国罢工和游行示威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二战后，形成了在世界上法国特有的“罢工文化”。也就是说，罢工游行既是一种表达诉求的方式，也是被现代化樊篱隔绝的人们偶尔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未参加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法国人面对街头罢工能够泰然处之，更多的人可能会抱着同情的态度。

（2）社会运动。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运动有所发展，如5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60年代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学生造反等。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工人运动和学潮相结合，从而使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波澜壮阔，改变了法国社会的面貌，推动着法国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迈进。

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社会运动则向着纵深发展。作为社会运动载体的联合会、协会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20世纪90年代，法国已经拥有70万～80万个这类组织，目前已经达到90万个。平均每两个法国人中，有一个法国人至少参加一个联合会、协会或社团。另外，还有1000万人参与志愿工作。法国当局正式承认他们作为“社会伙伴”的地位，经常地或定期地进行协商和对话。法国当局还在政府部门中纷纷建立起咨询性组织或顾问委员会，吸收有关联合会、协会和社团成员参加，以便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法国社会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也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第一，法国社会运动提出和涉及的社会问题广泛而深刻，其中许多问题实际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就是反对“劫贫济富”“穷人为富人买单”的政策，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反对垄断资本向全球的扩张，就是反对垄断资本把触角伸向地球各个角落。第二，由于法国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涉及当代法国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社会运动吸引了广泛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兴趣和注意力，促使他们积极地、踊跃地参与。第三，一些联合会、协会和社团在从事社会运动中，逐渐地从地区性的组织成长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又从全国性的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生态保护运动，1984年1月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全国生态党组织——“绿色—生态联盟—生态党”，简称“绿党”。绿党主张积极管理、非暴力、工团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主义。绿党要作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以显示自己的身份。第四，极少数社会运动在极端思想的指引下，从事极端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给法国新社会带来危害。例如，以国民阵线为首的极右政党和极端社团，经常发动排外主义运动和种族主义运动，威胁着当地的外国侨民的人身安全。

3.谈判、协商和参与成为解决劳资关系的主要手段

二战后不久，法国政府着手制定法律，应用谈判、协商和参与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和缓解劳资冲突。1950年法令规定，各个行业必须建立劳资对话和协商制度，就职工的工资和报酬、劳动力市场规则进行谈判和协商。1967年8月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它规定在百人以上的企业中，雇主和职工之间要推行协商和直接对话制度。1982年的《奥鲁法》进一步规定：改革集体谈判制度，除了坚持每年劳资双方就工资、工时和职工培训进行谈判外，每两年双方还要签订集体公约；职工除了拥有原先的各种权利外，还享有公共自由权、对劳动条件的发言权；恢复劳动的集体性质，禁止使用临时工；加强劳动者的代表性，企业委员会有权了解本企业经营情况和在企业财政困难时提出“警告和查封权”。《奥鲁法》扩大了法国劳动者的权利，提高了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加强了职工在谈判和协商中的砝码，充实了职工的参与制，从而淡化了法国的劳资冲突。2007年的《社会对话现代化法》进一步规定，政府在出台有关劳动、就业和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新政策之前，必须事先与工会和代表资方的雇主协会等进行协商，以便就此展开谈判。该法律还规定，政府每年须与包括工会和雇主协会等在内的“社会伙伴”举行一次会议，介绍政府有关劳动、就业和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政策走向及相关日程。该法律有利于促进社会对话，有助于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障碍，便于法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保障劳工权益。

经过年积月累的改进，对话、谈判、协商和参与已经法制化和制度化，已经成为政府处理与社会伙伴关系的主要手段，已经成为调节劳资关系和缓解劳资冲突的主要手段，也已经成为法国社会调整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

目前，法国社会中的对话、谈判、协商制度包含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政府、资方和工会三方的谈判和协商。它一般由政府主导，与全国范围的、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伙伴或劳方和资方，就具有全国性和全社会性的问题进行谈判和协商，并达成具有全国和全社会意义的合同或协议，例如，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职业培训、年工资增长的幅度、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利，等等。以这种形式所达成的合同或协议，在一般情况下，容易被大中型企业所接受和遵照执行。第二种是自20世纪80年代地方权力下放以来法国政府极力鼓励的一种形式，即劳资双方在企业内、在行业内和在跨行业之间甚至在全国性和全社会性范围内，就劳动条件和环境、工时、职工的参与、工种划分、职工晋升、奖励和惩罚等，进行直接地对话和协商。这种形式特别适用于小型企业。

在法国社会中，无论是哪一种的谈判和协商形式，都增强了对话各方的妥协性和灵活性。因为历史证明，无论哪一方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采取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必然导致谈判和协商陷入僵局，甚至导致谈判和协商破裂，引起公众的不满和抗议，诱发罢工或社会运动的浪潮，从而冲击经济和社会生活。

第二节 城市与乡村

一 从初步城市化到高度城市化

当吹响第一次工业化号角时，近代法国城市化也迈开了步伐。一座座工厂耸立起来，同时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也相继出现，从而使工厂和工业所在的农村或者居民点逐渐地发展成为城镇。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以电力为动力，进一步远离了地理条件和环境的限制，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企业和工厂及其相应的服务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化进一步提速。

近代法国城市化，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农村和农业人口向非农村和农业人口转移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与此同时，法国古老城市得到了改造和扩充。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一世重点对“法兰西的心脏”——巴黎进行扩建和改造。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人口从1850年的105万上升到1870年的185万，20年间几乎增长了一倍。巴黎的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世界金融中心。

二战结束后，法国着手恢复和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重新启动，原来已经满目疮痍的城市也重新恢复生机活力，农村人口和外国移民不断地流入城市，从而使新城市数量在增加，旧城市在扩大，城市人口在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断地上升，1946年为53.2%，1954年为55.9%，1962年为61.6%，1975年为68.4%。法国城市劳动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例，1906年为56%，1954年为73%，1988年上升到93.3%。法国城市人口和劳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大城市。城市的空间和面积迅速地扩大，仅在20世纪60年代就扩大了1/3强。随着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法国城市的建设、改造和扩张，使城市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法国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继续向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和新城市流动。1990年法国城市人口为4120万，占总人口的72.9%，共有361座城市；到了1999年，法国城市人口上升到4400万，占总人口的77%，计有城市354座。法国城市人口，1999年比1936年翻了一番（1936年为2200万），而同一个时期法国人口仅增加40%。这就意味着，3/4以上的法国人口居住在仅占全国面积18.4%的土地上。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中，3/4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都是高度城市化了。

这个时期，法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旧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使城市继续向周边地区辐射和扩张，使市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使城市功能进一步扩大和完备，使城市各个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与此同时，法国各个城市突出自己的特色，图卢兹、马赛、蒙彼利埃、罗讷河流域的许多城市以及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等成为旅游胜地；地中海沿岸——“蓝色海岸”的城市如戛纳、尼斯等成为享受日光浴的度假地；卢瓦尔河、罗讷河和加龙河等流域的城市则是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城市；各个大区和省的首府则成为所在地方的经济、教育、文化中心。

尽管法国已经高度城市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没有彻底地解决城市中特别是老城市中富人区和下层市民居住区的划分。这种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地理学分布，经常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2005年10月，巴黎郊区乃至全国爆发大规模骚乱都是在城市的贫困居住区和城市边缘地区，就是例证。第二，城市中住房建设的滞后，造成住房的不足和紧张，或者因为房价和房租居高不下，导致无房户、无家可归者和流浪汉增多。第三，在一些旧的大城市中，还存在“红灯区”（妓女卖淫的地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

二 从传统乡村到高度现代化乡村

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乡村，大地主经营和小农经营并存，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为基础的法国传统乡村，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社会关系上自我封闭，在感情和心理上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在宗法上保留本地区和本乡村长久不变的传统和习俗。

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起，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冲击着法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法兰西第二帝国推行惠农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法兰西第二帝国因之被称颂为“真正农民的法国鼎盛时期”，它导致“旧式农业制度的终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延续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惠农政策，并进一步加大了惠农政策的力度，加大了建设乡村的力度，从而使法国传统乡村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后期，铁路、公路、运河、乡间道路、连接村镇和火车站的道路已经建成，并且形成交通运输网络，使工业区、城市和乡村基本上连成一片。乘火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赶集市、逛市场、买卖商品、交流信息，已经成为乡村经济和当地农民乡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标志着商品经济在传统乡村中日益兴旺发达，标志着法国乡村和城市、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使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二战后，为了重新使法国乡村走上现代化的轨道，法国历届政府在财政、生产组织、行政管理、科学技术等方面，均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1971年农产品实现自给有余，开始出口。1979年起，法国农业便跃居欧洲第一，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国，从而使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成为法国一张显赫的王牌，号称“欧洲粮仓”。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平均一个农民的年生产量可以养活30个人。二战前的法国乡村，还是一个由血缘、家族、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乡土社会。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农业革命震撼了一切结构”，法国乡村的古老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aysan或称为小农），而被称为农业经营者（agriculteur）或农场主（fermier）；乡村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乡村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乡村和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法国政府和欧洲联盟进一步加大了对法国农业、乡村和农业经营者支持的力度，使法国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高度现代化，农业产值不断提高，2000年为632.94亿欧元，2010年为601.2亿欧元，2011年上升为635.6亿欧元。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平均一个农民的年生产量可以养活40个人。在这个时期，法国仍旧保持欧盟中第一大农产品国的地位，仍旧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其农产品的外贸始终盈余。

在农业高度现代化的同时，法国乡村也进一步高度现代化。法国乡村的功能进一步多样化，不仅是农业和农业经营者所在地，而且还是休闲和疗养的地方，观光的旅游胜地，养老和送终的场所。法国乡村代表着田园风光和山川秀美，它辽阔、天然、野趣、宁静、惬意、舒适，与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喧哗的闹市、车水马龙的交通、熙来攘往的人流、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产生许多联想。由于法国农场和农庄年人均收入2006年达到3.02万欧元，高于当年全国人均收入2.48万欧元的水平，因此，法国乡村和城市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水平，而只是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形式。法国社会的乡村，如同过去工业社会的城市像吸铁石吸引着乡下人一样，现在反而也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城市人。

三 城乡一体化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存在明显和严重的城乡对立与差别，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乡在生产方式上的对立和差别。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和城市的生产方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日新月异，而法国乡村和农业生产基本上保持着欧洲中世纪的、古老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与法国工业和城市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第二，城乡在生活方式上的对立和差别。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市民能够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使市民从传统的生活方式紧跟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向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地转变。而这个时期的乡村和农民，尽管受到城市化的冲击，为其生活方式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维系力量和生产单位，农民生活尚未摆脱贫困状态，社交活动大体上保持着传统的淳厚古朴的民风，宗教生活依然是农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城市和乡村在生活方式上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第三，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乡村和农民代表了保守的思想，在法国现代化进程中与市民特别与无产阶级相抗衡，起着阻碍和反动的作用。

第四，在乡村和农业内部，由于许多大地主都是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地主与农业工人的阶级斗争、大地主与个体农民的斗争，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通过二战后的长期努力，进入21世纪，法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法国农业已经高度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落后的农耕方式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它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农业生产信息化、农业生产专业化、农业生产上下游服务体系化，等等。

第二，农民已经基本上市民化。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方面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政府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奖励性的赔偿和补助，对其进行职业培训，使其与市民一样同工同酬，鼓励其加入工会组织，从而使农民改变身份为市民；另一方面是对坚持务农的农民普及基础教育和农业科技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提出“有了文凭才能当好农民”的口号，促使农民技术化和意识现代化。此外，不断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促使法国农民生活方式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变。这样，法国农民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改称为农业经营者或农场主，农民已经市民化了。

第三，乡村已经城镇化。毋庸置疑，农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市民化，自然而然地促使法国乡村走向城镇化。现在，法国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结构相互渗透，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法国乡村里，除了农业经营者外，还拥有工人、手工业者、商人、雇员、资产者、城市的退休者；在法国城市里，除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外，还生活着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人。

经过长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法国基本上消除了城乡的对立和差别，打破了相互分割的壁垒，使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从而消除了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和乡村走向融合，走向一体化。

四 城市与乡村存在的问题

尽管法国社会在总体上和基本上消除了城乡的对立和差别，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消灭城乡对立和差别。

在法国城市中，特别是大城市中，豪华街区、普通街区、简陋街区依然十分明显，富人街区、穷人街区、移民街区、种族街区的划分依然十分突出，城区与城乡结合部之间对照鲜明，因而存在着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存在着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存在着新的穷人。在法国乡村中，也存在着富饶的乡村、贫穷的乡村、边远落后的乡村的差别，存在着特大型农场主、大农场主、中等农场主和小农业经营者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从而反映为城乡关系之间的阶级矛盾、冲突和斗争。

第三节 社会保障与福利

一 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发轫于1894年。这年6月29日，法国议会立法，建立起矿工的退休制度，对地下采掘工人实行预防性的强制参保制度。1893年开始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但覆盖面比较窄；1898年4月1日和4月9日分别通过了两项法令，规定雇主对劳动者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承担免费医疗的责任，并发放抚恤金；1905年颁布《失业保险法》，在世界上率先实行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1919年法令规定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补偿；1928～1930年先后颁布了《疾病与生育保险法》和《伤残、养老和死亡保险法》等法律。1939年的《家庭法》进一步使家庭补助在更多的行业普及，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规。但是，二战前法国所建立的社会保险，仍然是以一个简单的社会保险机制来应对一种特定的社会风险，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仅占全部人口的1/3。

二战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10月4日，法国议会通过的《社会安全保障法》，为每个法国人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这一天，被视为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日。此后的1945～1947年间，法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政府也颁布了实施这些法律的法令和条例。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法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立法逐步在领工资者中普及和推广，60年代开始在个体经营者中普及和推广，70年代法国政府把地区、行业和部门的社会保险制度协调起来。1978年1月2日颁布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社会保险，使每个法国人都能享受医疗和生育保险、退休保险、家庭补助三大社会保险。这样，在法国形成了完整的当代社会保障制度和体制。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并已臻于健全和完善，基本上覆盖了全民。

二 主要特点

1.具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战后，法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既参考了德国模式的经验，肯定了以行业性互助为基础的全国性互助的思路；又汲取了英国模式的某些特点，肯定了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原则。所以，一般都认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属于“混合型”的，是既具有俾斯麦模式的特点又含有贝弗里奇模式的特点的“中间模式”。但是，应该说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继承了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自发性行业、职业互助和共济的传统，尤其是二战中抵抗运动的精神和《抵抗运动宪章》的原则。

正是在历史传统和抵抗运动精神的基础上，参考了英国和德国两种不同的模式，建立起具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亦即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三种模式，从而使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贯彻了四大原则：（1）普遍性原则，即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覆盖所有的劳动者，必须覆盖所有的风险；（2）统一性原则，即当代法国社会保障体制必须统一，其管理机构必须统一；（3）均衡性原则，即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助标准和社会提成标准必须划一和均衡；（4）独立自主性原则，即当代法国社会保障机构由资方和劳方双方对等人数组成，共同管理和经营。目前，这样的机构达1000个。它们保持着管理和经营的独立自主权利，它们的财政占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

2.法治化和制度化

二战前，法国议会和政府虽然通过和颁布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但是主要依靠民间、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自己贯彻和实施。二战后，无论是第四共和国还是第五共和国，都把获得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载入宪法。法国议会和政府不仅通过和颁布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令和条例，而且还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保证其具体落实，使之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使当代的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

3.逐渐普及和提高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从1945年开始建立，当时每两个法国人中只有一个人才能享受社会保障，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发展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它覆盖了几乎全国人民，既包括自立人口也包括非自立人口，既包括领工资者也包括非领工资者，既包括城市人口也包括农村人口。总之，它几乎覆盖了法国男女老少。其内涵从摇篮到坟墓，满足了社会和人民的基本要求，如医疗、退休、家庭困难、失业社会保障、伤残、赤贫、死亡等的基本需要。

与此同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保障标准仅次于比利时、芬兰、丹麦和瑞典，高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南欧国家，高于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人人都有权接受医疗”早已成为社会原则和共识，“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的福利制度让法国人引以为豪，也形成了法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

4.法国社会保障总支出逐年增长

社会保障总支出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在逐渐地提高，1949年为12%，1981年为29.6%，1996年为36%，2000年降到27.7%，2005年为29.6%，2008年为29.7%，2009年为31.9%，2010年为32.0%。2010年，法国社会保障总开支比1949年增长约一倍半，比同期的国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法国社会保障总支出，2000年为4979.7亿欧元，2005年为6437.5亿欧元，2008年为5704.2亿欧元，2010年达到6207.8亿欧元。法国社会保障的支出要高于欧洲联盟国家社会保障支出的平均水平。

三 管理体制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和分类，并决定其名称。根据从属关系和重要性，可分为“社会保险制”“志愿保险制”“直接津贴制”“救济制”四种体制。其中，“社会保险制”为主要的制度，其他三种作为补充。根据所保障的人口比例和职业，可划分为普通体制、特别章程体制、专门职业体制和补充体制等四种体制。其中以普通体制为主，其他三种体制为辅。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从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两种管理体制：公共财政支出的体制和社会分摊的体制。公共财政支出的体制也称为公共权力干预制度，是由中央和省（以省为主）从税收中拿出一部分对那些特殊的残疾人、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付不起房租者进行补助和津贴。法国公共财政提供的这部分资金约占法国社会保障总金额的1/5。另一个是社会分摊的体制，它是最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分摊体制是以社会分摊为主、公共财政支援为辅的体制，它包含社会保险制度、雇主制度、互助制度等三种。社会保险制度是义务性的制度，覆盖面广，投保项目多。就覆盖面而言，它包括社会保险和失业赔偿制度。社会保险又可分为普通制度、专门制度、农业制度、非领工资者和非农业的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主要的制度。

普通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主体，覆盖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所有领工资者。此外，还补充了其他职业群体，如佣人、公司领导、行商、代理人、推销员、作家、作曲家等。他们占就业人口的49.20%。它保险的内容有医疗、老年、家庭三大项目。普通制度设置中央、大区和省三级管理机构，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各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统一经营管理，并协调普通制度中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法国还存在着补充制度，它实际上是普通制度的组成部分，它管理老年人、失业者、战争受害者以及政治事件受害者的保险。普通制度的支付，占当代法国社会保障金的一半，占社会保险金的2/3。

专门制度管理政府部门内由特别章程管辖的公务员（如文职公务员、军人、法官、公安人员、公立医院的职工）以及国营企业职工，占就业人口的18.17%。专门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比普通制度要高，交付社会分摊金的年限比普通制度短，退休年龄也比普通制度提前。其中，铁路职工、矿工、巴黎独立运输公司职工的医疗是完全免费的。

农业制度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为了预防自然灾害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影响，成立了最初的地方互助组织。1900年7月4日法令决定建立“农业互助保险”，以防范农民的各种风险。1928年4月5日法令和1930年4月30日法令则将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老、病、死纳入社会保险之中。1940年建立“农业社会互助”，管理农业社会保险。1949年则使“农业社会保险”完全采取职业化和民主化管理的模式。自此，农业制度无论是保障范围还是保障内涵都日益扩大。目前，农业制度是针对农业、农村及相关行业中（如食品工业）的雇主和雇员及其家庭，占就业人口的11.65%。

非领工资者和非农业的制度，由1966年建立的唯一的医疗保障和1948年建立的多个独立的养老保障组成。它管理个体经营者（零售商、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专业人员等，占就业人口的20.98%。它们在家庭保障方面则属于普通制度管理的范围。

四 主要内容

根据法国《社会保障法典》的规定，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家庭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四大类。

1.医疗保险

自2000年开始，即使是不享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人员，只要证明自己长期在法国居住即可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人人都有权接受医疗”早已成为社会原则和共识。同时，每个人得到的医疗保险水平是平等的，与其收入高低及健康状况无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赤贫者予以免费医疗服务。

在医疗保险分摊方面，领工资职工的医疗保险费占工资总额19.6%左右，由企业和职工按比例分摊，通常情况下从职工工资总额中扣除6.8%，其余由企业缴纳。自由职业者根据收入情况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而无收入人员则只需缴纳少额甚至免交保险费就可享受医疗保险，如在校大学生一年缴纳190欧元左右，就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失业人员则可以申请免费的疾病统保。投保人看病有充分选择医疗机构的自由。

投保人首先要为自己选定一位“主导医生”，每次看病首先要经过主导医生的初步诊断，如需进一步治疗，则要在主导医生的推荐下去看专科医生。在普通制度中，投保人就医时可以报销75%门诊费，药费报销比例为40%～100%，住院费报销比例为80%～100%。报销标准因行业和个人收入不同而异。公务员在享受医疗保险方面的待遇较高。公务员生病都可以公费医疗，还享受病假及补助。大多数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医院看病，只有矿工和铁路职工要到一个指定的医院看病。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之百的医疗报销。

世界卫生组织曾将法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列入“最佳制度”的行列，这是因为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在覆盖面、医疗设施、医生素质和医疗服务等方面都堪称世界一流水平。

2.家庭保险

目前，法国家庭保险共有8大类、21种家庭补助金。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多子女家庭补助。凡是多子女的家庭，无论其家庭收入情况如何，均可以领取多子女家庭补助。子女愈多，补助金额愈高。（2）住房补贴。无论租房付房租，或是买房付贷款，根据家庭人口、房租或贷款、收入情况以及住房面积和设备条件，发放住房补贴。住房补贴分为三大类：个人住房补贴、家庭住房补贴、社会住房补贴。一般情况下，住房要有客厅、卧室、厨房、浴室、厕所、暖气设备、自来水和电话，但达不到上述舒适标准的家庭也给予补贴。（3）家庭补充收入。凡有子女的家庭，无论其子女的年龄和数量多少，只要在纳税后的收入低于规定的标准，每月可领取一定金额的补助。除此之外，家庭补充收入还包括学生入学补助、孤儿补助、特种教育补助、父母分居补助、家庭补助和取暖补助等。（4）生育假和补助。享受社会保障的产妇，在生育期间其医疗费和住院费全部报销，并且可以在产假期间领取占工资90%的生育补助。产假一般有16周，如果需要还可以延长4周。为了哺育婴儿或者收养一个不满3周岁的孩子，女公务员在产假后还可以享受最多为两年的产后假。在这期间，该公务员领取全部工资和津贴。目前，每年约有600万人享受不同的家庭补助和津贴。

3.工伤保险

受保障者因工伤事故可以享受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的待遇，可以不必先付款再治疗，直到完全恢复为止，住院费也是百分之百报销，每天的饭费等也不用自付。工伤事故造成停工，每天可以领取社会保险发放的补助费，直到痊愈为止。每天的补助费在前28天里相当于每日基础工资的60%，从第29天开始每天的补助费相当于每日基础工资的80%。因工伤事故造成永久性残疾，丧失工作能力，社会财富局负责给伤者发放以下补助金：如果残疾度低于10%，发放一次性赔偿金；如果残疾度高于10%，则发放年金，年金的数额根据残疾度和原来的工资计算。

4.养老保险

根据普通制度的规定，凡年满60岁、工龄和缴纳退休金分摊额达40年的领工资者均可以退休和领取退休金。退休金相当于10年最高工资平均数的50%。但是，退休金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最高工资的一半，不得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105%，也不能低于政府规定的退休金保底数。工龄不足的领工资者退休金占工资的百分比要降低10%。缴纳退休金分摊额不足40年者，则按每季度1.25%的比例递减。但是，年满65岁者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

除了普通制度外，还有一些领工资者、中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的“补充退休金”制度。参加者不是按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年限，而是根据参加者缴纳养老金的多少，即多缴多得。缴纳最高可达到工资的80%，最低为工资的4.6%。退休者可以领取相当于最后工资的55%或65%的退休金。补充退休金的总金额由雇主缴纳60%，雇员缴纳40%。

此外，法国还有“专门退休制度”。一般情况下，他们缴纳养老分摊额的标准按实际工资收入计算，退休金按中止工作时的工资和缴纳养老分摊额的年限确定。法国公务员服务15年以上、至少缴纳占工资6%的退休储金，在退休后就有权领取退休金。退休金额按公务员的工龄计算：工作一年，退休金为最后工资的2%，依此类推，但最高金额不得超过最后工资的80%。

养老金或伤残抚恤金的领取者去世时，其遗属从55岁开始可以领取死者年金的52%，即“可转换退休金”，但金额总和不得超过最高退休金的70%。不满21岁的子女每人也可领取死者退休金的10%。

五 福利——失业保险与社会救助

1.失业保险

1984年4月1日，法国开始实行由雇主和雇员强制的双层保险制度和政府的基金式制度。

失业保险基金由个人、雇主和政府三方负担：受保人缴纳收入的1.92%，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4.08%，政府负担综合方案的全部费用。雇主和雇员还要为保险业务监督人员缴纳附加保险费。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是：年龄60岁以下，非因自动离职、犯错误或拒绝适当工作安置而失业，失业前一年连续工作满150天，并已向职业介绍所登记失业，能够工作并愿意接受工作介绍的失业者。年满57.5岁，已保险10年，且至少已失业一年的失业者，可申请救济金到65岁为止。享受固定标准津贴的要求是，年龄在16岁以上、失业已达6～12个月。

失业保险制度包括如下几种津贴：第一种基本津贴，专门发给被迫解雇的失业者。根据投保人的年龄、缴费时间不同而享受期限有所不同。投保人缴费3个月享受3个月津贴，缴费6个月享受15个月（年满50岁享受21个月），缴费12个月享受30个月（年满50岁享受45个月），缴费24个月则享受45个月（年满55岁享受60个月）。第二种特别津贴，专门发给因经济原因被解雇的失业者，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失业者按照基本津贴制度的规定领取失业基本津贴。第三种权宜终止津贴，失业者在终止领取特别津贴或基本津贴后仍然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该津贴。50岁以下可以领取6个月，50岁以上可以领取9个月。第四种定额津贴，专门发给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25岁以下的青年、求职的寡妇、求职的原犯人、求职的回国侨民、求职的避难者。领取的期限为一年。

2.社会救助

根据《家庭与社会救助法典》的规定，当代法国社会救助的对象应该为残疾人、病号、老年人以及遇到社会困难和经济陷入贫困的群体，如赤贫群体、失业群体和无住房群体等，或者总称为“社会排斥”群体或“新贫困”群体。根据社会救助支出的范围，可以划分为对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对残疾人的社会救助和对儿童的社会救助三大部分。

（1）社会救助的数量和支出。法国社会救助的数量，包括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的社会救助数量，再加上获得最低融入补助者，2010年为338.9万人，2011年为349万人。其中，主要是获得社会救助的老年人的数量增长快，2001年仅为36.8万人，2010年为133万人，2011年上升到136.2万人。法国社会救助的支出（包括最低融入的补助），2001年为113.2亿欧元，2003年为157.2亿欧元，2005年上升到193.5亿欧元。

（2）建立救助体系和采取社会行动。在官方，法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救助体系。在中央，社会行动总局负责制定有关社会救助的法律法令，决定救助的对象和救助的标准。中央社会救助委员会则负责实施融入的社会政策和反社会排斥的计划。社会救助高级委员会审查所有的社会救助问题。在大区，大区社会和卫生事务局主管大区的社会救助。在省级，省社会和卫生事务局负责贯彻融入和社会团结的政策，监管省的社会救助工作。在市镇，市镇社会救助中心则主管市镇范围内的社会救助。

民间方面，在巴黎和大中城市都设置救助体系，建立临时安置点。它们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临时救助，紧急救助车随时为流浪者送去食品和御寒衣物，并在本人愿意的情况下将其带到收容所。一大批志愿者组成“紧急社会救助队”，在平时特别是节假日和圣诞节期间，活跃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搜索和发现流浪街头的人并提供帮助。

（3）促进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融入社会。1988年12月1日建立的“融入社会的最低收入保障金”（Revenu Minimum d’Insertion，简称RMI），即最低生活保障金。对生活处于极其贫困状态者和被排斥者，国家向其提供最低限额的生活补助金。无收入者全额发放，有收入者补足其收入至保障金标准。两个孩子的家庭在领取融入社会的最低收入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三个孩子的家庭则再增加80%。每一个领取者都要与国家有关部门签订《承诺融入社会合同》，即社会帮助其融入社会的同时，其本人应承诺努力融入社会。2009年4月6日起，法国家庭补助金管理局向全国410万个贫穷家庭分发“积极团结补助金”（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简称RSA）和“特别团结补助金”（Allocation de Solidarité Spécifique，简称ASS），2012年分别为每户474欧元和475欧元，发给没有工作的人，或工资很低的人。

（4）2002年1月2日《家庭与社会救助法典》规定，要保障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的就业权、居住权、医疗健康权和受教育权。

在保障就业权方面，建立《社会团结合同》制度。根据规定，企业必须按职工总数的百分比雇用职业能力较弱和身处贫困的人员，其工资的一部分由国家承担。民间也可以开办非营利性的企业，吸收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就业，国家对企业给予资助。在保障居住权方面，法国政府一方面设立“团结住房基金”和制定《低租金住房条约》，为贫困者和被排斥群体提供低租金住房（也叫社会住房）和闲置的住房；另一方面对低收入者发放住房补贴。与此同时，法国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团结基金，对有正当理由交不起房租、水电费的人员给予帮助。在保障医疗健康权方面，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可享受免费看病和治疗的权利。在受教育权方面，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的子女可以获得上学的多种补助和津贴，避免荒废学业。

六 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1.作用

（1）成为经济稳定器。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几乎对所有的法国人实行生、老、病、死、残的全方位保障，即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的包干，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也极大地打消了人们对前途的担心，在心理上和物质上满足了劳动力及其家庭的社会需求，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的生产能力。1949～1973年，法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6%，1973～1979年年均为3.5%，1980～1993年年均为1.8%，2001～2007年年均为1.4%。在“辉煌的30年”里法国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的高度，此后逐渐地减少。尽管如此，法国在业的劳动者平均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的增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缓慢增长的年代所创造的财富，仍然比“辉煌的30年”高增长期所创造的财富多。

由于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二战后法国经济尽管发生过不景气、萧条甚至危机，包括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但是还没有出现过像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大恐慌的年代（从1930年底开始延续到1935年春天）。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二战后法国经济的稳定器，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的作用。

（2）成为法国人口增长的安全网。

正是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和孩子的津贴补助，激发了法国家庭生儿育女的兴趣，增加了家庭添加子女和组织多子女家庭的愿望，使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法国出生婴儿激增，从而满足了20世纪60和70年代对劳动力的需求，造就了“辉煌的30年”，使法兰西民族得以复兴。也正是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和孩子的津贴补助，使法国新社会中出生人口的数量始终处在欧洲各国的前列，增加了年轻人的数量，改变了法国人口年龄的不合理结构，延缓了法国社会老龄化的速度。总之，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法国人口增长的安全网。

（3）成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调节器。在“辉煌的30年”中，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的调节，法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有所减缓，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消除“新贫穷”现象，国家还为“新贫穷”和“社会排斥”的个人和家庭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最低保障金”，使被排斥群体融入主流社会中。法国先后制定了有关的法律、法令和政令，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不平等的调节力度。进入21世纪，法国不断地调整、提高和增加各种贫穷群体和社会排斥群体的补助和津贴的标准，同时还出台了新法律、法令和措施，继续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减轻社会不平等现象。2009年4月6日建立“积极团结收入”，发给领取最低融入收入、个人住房补助金以及单亲父母津贴的人。同年6月2日设立服务雇用券，主要发放给2009年3月1日享受个人化自理补助金的66万名无法自理老人、14万户在1～3月间享受残疾儿童教育补助的家庭。

通过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基本上能够阻止法国社会和新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因此，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是法国社会和新社会不平等的调节器，成为阻止法国社会和新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的安全网。

（4）成为缓解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稳定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法国强调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在维护“全国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方面的作用，出台的许多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令、措施和计划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全国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或者直接冠以“团结”的名称。

正是在“全国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旗帜下的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法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社会冲突的频率有所下降，社会动乱有所减少。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缓解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和稳定器。

2.存在的问题

（1）“等级社会保障”加重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层次和互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制。它不是统一的制度，每一大类还可以再细分为各类别，而各类别又是由许多的小类别组成。仅就养老保险而言，法国官方承认的就有123种。各个行业的社会保障自成体系。其主要原因就是在制定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考虑各阶级、阶层和群体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既得利益，从而形成了“等级社会保障制度”。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但是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加上各种制度之间的攀比和竞争，反而加重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激化了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了法国社会和新社会的和谐，给法国社会和新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2）财政负担日益沉重。随着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社会保障开支年年猛增，1959～1974年年均为7.6%，1974～1982年年均为6.9%，1987～1992年年均为7%，它们都高于同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水平。进入21世纪，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仍然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2000年为3%，2005年为4.6%，2008年为3.7%，2010年为3.2%。社会保障金从1990年到2002年间有7年出现赤字。2003年开始赤字增大为62.4亿欧元，2005年为87.3亿欧元，2010年为239亿欧元，2011年降到174亿欧元，2012年再减至133亿欧元。

（3）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随着受保障者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越来越多，从社会再分配中得到的补助和津贴占他们收入或他们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有的占2/3，有的只占一半。受保障者对工资依赖的减少，势必降低工作和劳动的热情，从而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

第四节 社会管理

一 二战后社会管理的发展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国国家和政府的职能比较单一，基本上没有承担什么社会管理的职能。19世纪末，法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几个覆盖范围较小的社会保险法，开启了法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20世纪30年代，为了克服经济危机，救助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贫困群体，又一次颁布了几个社会保障的法律，从而扩大了法国官方的社会管理职能。

二战后在制定第四共和国宪法和第五共和国宪法过程中，法国当权者都把官方的社会管理职能载入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这一规定，使法国的社会管理，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依据，从而使法国官方的社会管理职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20世纪50～70年代，法国社会管理的重点，是协调劳资关系，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保险，探索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改革的路径。20世纪80～90年代，法国不断地下放中央的权力，从而把许多中央政府管理的社会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如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卫生、职业培训、住宅建设、农村整治、环境保护等。法国还加紧解决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等。进入21世纪，法国社会管理职能进一步扩大，除了继续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外，还要加强对环境和大气的保护，注意人与生态的平衡，制定和实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鉴于长期以来经济不景气以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法国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加紧住房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总之，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法国社会管理的范围已经涉及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几乎达到社会层面无所不包的地步。

二战前，法国的社会管理则是以法国官方为主体，单独进行社会管理。二战后，法国逐步地建立起企业委员会的资方和劳方的对话和谈判机制，以及政府、资方和工会的高级三方谈判和协商机制。20世纪70年代，法国官方已经把资方和劳方或民间正式命名为“社会伙伴”。法国官方与社会伙伴的谈判和协商每年至少定期举行一次，而且谈判和协商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涉及的内容包括劳资关系中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如劳动、工资、就业、职业培训等。法国官方还与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结成社会伙伴关系，共同进行社会管理。此外，法国地方政府还可以就地方的社会问题举行民意测验，或者举行地方公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决定之。总之，法国社会管理的主体已经多元化。

在二战后法国社会管理发展过程中，逐渐地确立起社会管理的目标：

其一，社会民主。其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来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和理论。正是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启迪下，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宣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规定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肯定了工作权、救济权和教育权，规定公共救助是神圣的义务，规定了公民有随意享受和处置其财产、收入、劳动成果和实业成果的权利。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岁月里，社会民主并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即便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后，也只是部分地实行。因此，争取实行社会民主，成为法国劳动人民和左翼政党的渴望和斗争的目标。特别是二战后，法国劳动人民和左翼政党都在社会管理中突出社会民主这个目标。

其二，社会平等和公正。社会公正也是来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法国启蒙思想家论述和分析最多的是自由和平等。伏尔泰提倡“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卢梭揭露了私有制是造成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根源，主张建立社会契约式的自由和平等；孟德斯鸠则宣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终极目的，成为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的自由平等权利。1793年宪法进一步把平等置于人的基本权利的首位，规定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就把平等纳入其中，可见对这条原则的重视程度。二战后，“自由、平等、博爱”被写进1946年和1958年的法国宪法，现在已成为法国的国家格言。可见，渴望“自由、平等、博爱”，由此引申出社会平等和公正始终是法国劳动人民和左翼人士长期追求的目标。二战后，法国社会管理也把社会平等和公正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

其三，缩小贫富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和经常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有所拉大。为了克服社会这一现象，缩小贫富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管理的目标逐渐地向缩小贫富差距这一目标倾斜，采取了许多社会政策和措施，力求取得成效。

其四，地方自治管理。在历史上，法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也是高度中央管理社会的国家，地方的自治权力很小。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法国地方自治运动相当发达。他们要求地方自治，要求权力下放。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才开始实行地方权力下放，从而为自治管理打开了新局面。自此以后，法国地方自治管理的权限逐渐地增加，地方自治管理的范围日益扩大。

其五，环境保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逐渐加强对环境的社会管理。特别是2004年，由法国议会两院通过《2004年环境宪章》后，环境保护成为法国社会管理的主要职责和目标。

二 社会管理的模式

1.通过税收加强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

法国税收制度的原则是兼顾公平，即富者多交、贫者少交。第一，收入所得税（包括工商业利润、地产收益、农业收益、非工商性职业所得、公司经理和合股人的报酬、工资和报酬）采取了高额累进税制，从而保证了低收入家庭免缴和少缴收入所得税。收入所得税的税率一般在16%～21%之间，收入高的家庭征收最高税率可高达56.8%，超过其他西方国家。2010年，年收入69783欧元的家庭必须缴纳40%的收入税。第二，法国于1982年设置财富团结税，对拥有超过一定限量的家产征收财富团结税，并将征收来的税用来再分配，大幅度提高无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和补助，以便缩小贫富差距和体现社会公正。2010年，拥有79万欧元家产者征收0.55%财富团结税，家产越多，税收越高，最高可达1.80%。第三，遗产税和财产赠送税。直系亲属按20%～30%的比例税率计征，旁系亲属按40%～60%比例税率计征，旧房买卖的转移税为9%左右。第四，增值税。日常生活消费品税率低（2%～7%），高档商品的税率高（33.3%）。在一般情况下，低收入家庭购买日常生活消费品，高收入家庭经常消费高档商品，从而通过增值税来进行财富再分配和社会利益的调节。第六，消费税。对酒类和含酒精饮料、烟草、娱乐、贵金属制品（金、银、白金等制品）等征收高额的消费税。

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对富人的税率是最高的，正如一些媒体所评价的那样，类似“劫富济贫”的方式。2012年，社会党上台执政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经提出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75%的边际税率。尽管该法案被宪法委员会否决，但是，社会党的这种做法曾经引起法国富豪的恐慌，一些富豪纷纷移民，以躲避这些重税。尽管如此，法国实行这些税收的社会管理，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或多或少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

2.社会保障和福利

进入21世纪，法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继续创新和调整，继续提高和增加。根据统计，目前法国全民可以享受400多种社会福利。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已经成为法国人收入再分配的机制。从横向看，是就业人口的收入通过工资的提成和税收向年轻人、老年人、伤残者、疾病者转移；从纵向看，是富人和高收入者的财富通过社会提成和税收向穷人倾斜。它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平等和公正，确保了法国人口的增长，成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调节器，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

3.规定最低收入的下限、企业分红制度和国企高管最高收入的上限

法国于1969年开始实行各行业应增至的最低工资制度（Salaire Minimum Interprofessionnel de Croissance，简称SMIC），它不仅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且还根据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数变化而变化，每年年底还要对最低工资者的购买力做出评估，从而使最低工资紧跟其他工资增长的步伐，因而有利于缩小最低和最高工资之间的差距。2012年7月1日规定月最低工资为1425.7欧元，公职的月保证最低工资为1426欧元。

进入21世纪，企业分红制度深入发展，使企业的职工越来越多地享受利润分红和业绩分红，不仅使大型企业的职工拥有利润分红和业绩分红的权利，而且中型企业的职工也有权享受利润分红和业绩分红，从而使企业分红制度越来越普及。

法国政府于2012年7月发布政令，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工资上限作出规定。根据该项政令，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年工资不得超过45万欧元。该政令的依据，是这年6月13日内阁会议的决定，即国企领导人的最高工资不得超过企业员工平均最低工资的20倍。该政令还规定，对国企领导人的工资水平的监督，将由政府经济财政部和预算部门执行。

4.《融入社会的最低收入保障金》《积极团结补助金》和《特别团结补助金》

按照法国官方的解释，领取《融入社会的最低收入保障金》《积极团结补助金》和《特别团结补助金》，可以保证贫困群体融入社会而不至于被排斥在社会之外。

5.对农业和农民的补助以及对边远地区的支援

法国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补贴以及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表现在农业生产领域、农产品的流通领域、农业收入领域、农民的生活领域等。2010年，法国种植者每耕作一公顷田地，可以得到国家400欧元的补助。法国养殖者每养一头牲畜，可以得到国家300欧元补助。总之，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获得来自法国政府、欧盟和民间的补贴、资助和支援。目前，法国政府和欧盟对法国农业和农民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已经占到法国农民一年纯收入的25%。

法国在“30年的辉煌”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调，地区之间和市镇之间发展不平衡。西部、西南部以及边远地区和国境线附近则经济和社会欠发达，从阿登山脉、勃艮第高原、中央高原、朗德地区直到比利牛斯山麓，人们称为法兰西“无人地带”。那里的人民收入低，维持着较低的生活和消费水平。法国政府意识到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状况，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落后和边远地区进行领土整治，通过社会政策和财政手段发展落后和边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提高那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6.慈善事业

法国的慈善事业，如同西方其他国家的慈善事业一样，被称为“第三部门”，即非公非私部门，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利用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再分配。法国的第三部门最早于19世纪诞生，1888年创立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就是这样的依靠志愿捐助的非营利机构。它以一系列科研成果闻名于世，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免费服务，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典范”。

自第五共和国以来，法国鼓励和支持官方机构和半官方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建立起许许多多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广泛地分布在教育、卫生、保健、福利、科研、文化等各个领域。例如在福利领域，设置济贫院、孤儿院等，专门收容流浪者和临时陷入困境的人及其儿童。在法国各地都有利用废弃的企业、工厂、公寓甚至古堡等建筑物改造的贫民收容所、救世军接待中心、团结中心，专门收留栖息在河边、地铁站内、破房子里的无家可归者和赤贫者。法国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1200个“爱心食堂”，每年冬天或每逢节日给无家可归者和赤贫者发放食品和饮料，让这些人暂时忘掉苦难，感受社会的爱心和温暖。

三 社区建设

1.社区建设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打击下，法国社区的两极化日益严重。在法国城市的贫困社区中，房屋破旧，公共设施年久失修，生活环境恶劣，安全无保障。在这些社区，居住着失业群体、移民群体、赤贫者、卖淫女、吸毒者。在这些社区，经常发生暴力事件，打架斗殴，犯罪。所以，法国官方和媒体把这样的社区命名为“敏感社区”（Zones Urbaines Sensibles，简称ZUS）、“老大难社区”（Zones en difficultés）、“危险地带”。1995年2月4日法令指出，这样的社区全法国有751个。

正是在舆论和社会压力下，20世纪70～80年代，法国下决心进行社区建设，并提出“城市现代化”的综合治理计划。1991年在法国政府中专门设置城市部，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主导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工作，并与社会伙伴一起，制定城市政策以及城区和社区的规划。其主要目标是：其一，在城市规划中，努力建设新社区。其二，改善“敏感社区”的居住条件，消除这些社区的不安定因素。其三，减少地区和社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2.社区建设

根据法国城市现代化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国在进入21世纪时加快了社区建设的步伐。根据1997年1月1日法令要建设44个新社区、2003年8月1日法令要建设41个新社区以及2006年3月31日法令再追加15个新社区，截至2011年，法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建设了100个拥有居民8500以上的新社区。在这些社区里，居住多样化，实行“社会混合”，即有利于不同的职业、社会、文化素质的居民混居和融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隔阂，所有居民在就业、学龄教育以及社会活动方面“机会均等”。这样的社区叫“城市自由社区”（Zones Franches Urbaines，简称ZFU）。2004～2011年，法国政府安排建设25万套新社会公租房，大多建设在这些“城市自由社区”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住房的紧张现象。在城市化和新社区建设方面，更加注意空间的布局，对商业网点、交通、文化设施、学龄教育、休闲场所进行统一规划、综合考虑。

另一方面，政府城市部还重点抓旧城区和社区特别是“敏感社区”的改造。要重组社区的经济，要促进这些社区的青年就业，还要整顿社区秩序，与社会排斥作斗争，与吸毒和犯罪作斗争。与此同时，要改造社区的破旧住房，更换公共设施。2004～2011年，完成改造40万套破旧的社区住房。拆迁一些旧房，留出空间以便重新布置社区的空间，使这些旧社区和敏感社区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为了城市化、建设新社区和改造旧社区，2006年法国政府拨款总计17.16亿欧元，2007年法国中央财政预算的34项中就有11项以上涉及城市化和社区建设。与此同时，政府还出台许多优惠的城市政策，例如，入驻新社区和改造中的旧社区的商业和企业，免征公司税，减少社会提成和负担，时间长达14年。在社区内开设1500平方米以下的店铺，无须事先申报登记。

目前，法国还在总结几十年城市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城市和社区建设的政策，从而使城市和社区建设更加完善，力求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 近期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热点

1.失业现象日益严重

法国劳工部统计，该国失业人数于2013年3月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332.46万人，并连续第23个月上升。此前，法国失业人数原有的峰值为1997年1月的319.55万人，全国失业率曾在1997年2月和1994年3～5月达到11.3%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失业的群体中，年轻人的比例约占1/4，移民的比例更高一些。

这样的结构性失业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痼疾，在法国财政紧缩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失业现象在法国社会中越来越突出，成为法国人严重关切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2.移民后裔问题

移民后裔，特别是非洲和北非移民的后裔，他们在教育和就业等许多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于2012年10月10日公布的《法国的移民及移民后裔》报告显示，非洲移民后裔的失业率是地道法国人的3倍。这个悬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学历、家庭出身和居住地点有关。

正是移民后裔受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愤愤不平，总在寻找机会报复社会。2005年11月爆发的暴力事件就是移民后裔触电身亡作为导火线引发的。尽管法国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移民后裔的境况，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移民后裔所受到的歧视。现在，移民后裔的烦恼和愤怒继续在积累。

3.治安恶化问题

法国的治安问题较多。近一个时期以来，恐怖主义活动有所抬头，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偷盗经常发生，尤其在巴黎针对中国大陆游客明目张胆的抢劫频频发生。

由于法国废除了死刑制度，很多犯罪分子心存侥幸心理，认为最严重的杀人罪，也不过是无期徒刑。而对于像抢劫这样的一般犯罪，严重点儿也不过判个几年。这使得犯罪分子更加猖獗。而警察从自身安全出发，也不会因为一起小抢劫而和这些“小混混儿”发生激烈冲突。在法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关押，13岁以下不能被刑事起诉。很多警察在抓获未成年罪犯时，对于行为不严重的，一般只是简单地询问、说教一番，就放出来了。这导致法国未成年人的犯罪数量越来越多，犯罪年龄越来越小。

4.社会热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争论

法国议会于2013年4月投票最终通过了授权同性恋伴侣结婚和领养儿童的法案，从而使法国成为欧洲第9个、世界上第14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法国的同性伴侣从6月中旬开始可以登记结婚。但是，这部法案引发了全国的争论，造成法国社会的分裂。

法国议会讨论和表决期间，反对者和支持者准备举行示威活动，当局在现场布置大批警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国民议会二度审议阶段，反对阵营每天都在巴黎组织抗议活动，已有数十人被警方拘捕。

法案的通过并未给社会争议画上句号。表决后不久，人民运动联盟等在野的右翼政党议员就向宪法委员会提起上诉，要求终止该法案。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在5月26日法案宣告生效之时在巴黎聚集了30万抗议者，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目前，就同性恋合法化问题的全国争议继续在进行中。

第五节 国民生活

一 就业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法国本土15岁及1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2009年为2820万，2010年为2830万，2011年为2840万（占2011年法国本土人口的56.5%）。其中，就业人口2009年为2560万，2010年为2570万，2011年为2580万。在就业人口中，非领工资者所占比例2009年为11.0%，2010年为11.5%，2011年为11.7%。

在法国本土的就业人口中，妇女在2009～2011年所占的比例为47.5%。2011年，在法国本土的就业人口中，妇女占农业就业人口的30%，占工业就业人口的29%，占建筑业就业人口的10%，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55%。

在2011年法国本土劳动力人口中，15～24岁的劳动力人口为284.6万，其中男性为155.5万，女性为129.0万；25～49岁的劳动力人口为1821.4万，其中男性为950.3万，女性为871.1万；50～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为713.2万，其中男性为366.2万，女性为346.9万。65岁及6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为19.8万，其中男性为11.7万，女性8.1万。

在2011年法国本土的就业人口中，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75万，占就业人口的2.9%；工业359.3万，占就业人口的13.9%；建筑业179.6万，占就业人口的7.0%；第三产业1954.7万，占就业人口的75.8%。

法国本土人口中，农业经营者占就业人口的比例2005年为2.5%，2011年下降到2%；手工业者、商人和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2005年为5.8%，2011年上升到6.2%；管理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占就业人口的比例2005年为15.5%，2011年为18%；中间职业者占就业人口的比例2005年为23.5%，2011年上升为24.5%；职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2005年为29.5%，2011年为28%，略有下降；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2005年为24%，2011年下降到21%。

二 工资

1.2010年工资概况

201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包括私人企业和公共企业）在扣除所有提成后的净收入为2082欧元，考虑到当年的通货膨胀率1.5%的因素，工资比去年上调了0.5%，而2009年比2008年上调的幅度为1.2%。201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增加的速度有所放缓。

管理人员的报酬，在2008年下降0.5%和2009年下降1.6%之后，2010年有所改善，平均上调了1.1%。金融领域是管理人员集中的地方，占职工的38%，他们的奖金丰厚，他们的工资，在2008年下降了4.1%和2009年下降了5.1%之后，2010年上调了2.9%。职员和中间职业者的工资2010年分别上调了0.3%。

在201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上调中，工业部门的工资，除了制药、炼焦和精炼工业外，其他都上涨得快。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工资2010年上调了3.0%，通信业上调了3.2%。

2010年，女性就业人口的工资上调的幅度比男性就业人口大，女性为0.9%，男性为0.4%。男性工资与女性工资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2010年女性工资依然比男性工资低19.7%。

2010年，在领工资者中，月中间工资为1673欧元。2010年，10%最低收入群体的月最低工资在1142欧元以下，10%最高收入群体的月最高工资在3313欧元以上，两者的差距自2004年以来一直稳定在2.9倍的水平。

2.企业工资

企业工资指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工资。2010年，企业中全日制职工月工资在扣除所有提成后平均为2082欧元，其中男性为2264欧元，女性为1819欧元，男女职工相差19.7%。

2010年，法国企业中各种职业月平均工资在扣除所有的提成后如下：管理人员（包括领工资的企业主在内）3963欧元，其中男性为4277欧元，女性为3312欧元；中间职业者2144欧元，其中男性为2267欧元，女性为1982欧元；职员1508欧元，其中男性为1595欧元，女性为1472欧元；工人1569欧元，其中男性为1612欧元，女性为1343欧元。

2010年，在法国各行业中，以制药和精炼工业的职工工资最高，月平均工资为3209欧元；金融保险业职工工资排名第二，月平均工资为3111欧元；通信和信息部门职工排名第三，月平均工资为2984欧元；再就是运输材料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为2561欧元；然后是能源、水电和垃圾处理，月平均工资为2549欧元；机械制造业月平均工资为2458欧元；不动产业月平均工资为2169欧元；其他工业设备制造业月平均工资为2128欧元；运输和仓储业月平均工资为2069欧元；科技和管理业月平均工资为2084欧元；建筑业月平均工资为1915欧元；商业和修理业月平均工资为1896欧元；服务业月平均工资为1853欧元；食品、烟草和饮料业月平均工资为1809欧元。

3.公职人员的工资

法国公职人员分为国家公职人员、地方公职人员和医务人员。

2010年，国家公职人员月平均工资为2934欧元，纳税和社会提成后的月平均工资则为2459欧元。其中，管理人员月平均净工资为2977欧元，中间职业者月平均净工资为2257欧元，职员和工人月平均净工资为2021欧元。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国家公职人员月平均净工资2010年上调了0.8%。

2010年，地方公职人员月平均净工资1800欧元，比上一年下降了0.2%。其中，正式地方公职人员月平均净工资为1964欧元，比上一年上调了0.4%，非正式地方公职人员月平均净工资为1537欧元，比上一年下降了1.9%。

2010年，医务人员月平均净工资为2205欧元，比上一年下降了0.6%。

2010年，男女公职人员工资的差别：国家公职人员中女性比男性低16%，地方公职人员中女性比男性低12%，医务人员中女性比男性低27%。

法国公职人员的工资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相差幅度平均为1.7倍，比企业中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相差幅度低。第二，公职人员月平均净工资比企业月平均净工资高出13%，这是由于在法国公职人员中教员的比例大，知识文化水平和素质高，因此收入高。第三，教员工资年平均增长速度要高于公职人员工资的年平均增长水平。

4.各行业应增至的最低工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各行业应增至的最低月工资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着，2001年增长4%，2002年为2.4%，2003年为5.3%，2004年为5.8%，2005年为5.5%，2006年为3%，2007年为2.1%。各行业应增至的最低月工资数额，2005年为1217.88欧元，2006年为1254.28欧元，2007年为1280.07欧元，2008年为1308.88欧元，2009年为1321.02欧元，2012年7月1日规定月最低工资为1425.7欧元，公职的月保证最低工资为1426欧元。

领取最低工资者的人数和占领工资者总数的比例，1970年分别为578.5万和12%，2000年分别为374.2万和6.5%，2005年分别降到373.3万和6.3%，2006年回升到421.6万和7.1%。2011年占11.1%。领取最低工资者大多集中在为个人服务的企业、商业和农业食品加工业。从性别和年龄看，领取最低工资的主要是妇女、青年。

5.贫困线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全国贫困与社会排斥观察所制定的贫困线：只有中等生活水平的50%或者60%，就是贫困。2010年，以“中等生活水平的60%作为贫困线”统计，法国有861.7万人每月生活费在964欧元以下，占法国总人口的14.1%。在欧盟27国中，排在第11位，属于境况较好的国家之一。如果以“中等生活水平的50%作为贫困线”统计，2010年法国有475.5贫困人口，只占法国总人口的7.8%。

三 消费与物价

1.消费

法国家庭消费的支出在逐年提高，2000～2006年法国居民消费总额累计增长了14.6%，但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期间，法国家庭消费支出的速度放缓了，2009年为0.1%，2010年增长了1.4%，2011年只增长了0.3%，从而使法国家庭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越来越低。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的增长和消费支出的提高，法国家庭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1960年与2010年比较，食品消费在法国居民整体消费中的比重，从27%下降至13.5%，50年来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服装消费从12.2%下降至4.4%，下降一半以上；烟酒消费从6.3%下降到3.1%；住房消费大约每10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即从20.2%上升到25.4%；交通从10.9%提升到13.9%；通信消费（包括邮递、电话、互联网等）在整体消费中所占比重提升速度最快，累计增加近5倍，从0.6%增加到2.7%；文化娱乐体育消费从7.4%上升到8.5%。当然，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在消费结构方面，是存在着明显差别的。

在小汽车方面，1980年法国家庭中的70.8%拥有小轿车，2010年上升为81.7%。2010年，拥有两辆和两辆以上小轿车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4.5%。

家用电器和多媒体迅速地进入法国家庭。2010年，这类物品在法国家庭的拥有率是：彩电为97.8%，固定电话为89.3%，手机为84.5%，录像机为82.1%，冷冻柜为90.1%，微波炉为86.6%，家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为69.7%，互联网为64.6%，洗衣机为95.0%，常用家庭电器已经很普及。应该看到，因为职业和收入的差别，法国家庭在家用电器拥有的比例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高档家用电器方面存在的差距更大。这种差别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法国社会分配不公正和贫富的差距。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法国人在饮食消费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表6-1是法国个人年平均饮食消费量的变化表。

表6-1 法国个人年平均饮食消费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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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1可以看出，法国人在粮食（面包、土豆等）消费方面大幅度地减少，而肉类除了牛肉因受疯牛病影响略有下降外其他肉类的消费量都在上升。在饮料方面，法国人的葡萄酒和劣质酒消费量下降，而高档酒、香槟酒、名牌葡萄酒和精美食物的消费量增长，矿泉水的消费量更是成倍地增长。

法国人的消费观念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法国家庭越来越多使用消费借贷来进行消费。

2.物价

二战后至80年代，法国人饱受物价上涨的折磨。法国通货膨胀率，50年代年平均为5.9%，1970～1980年年平均为9.6%，1980～1985年年平均为9.6%，1985～1990年年平均为3.1%。这期间，有些年份如1983年，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两位数字，超过10%。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危机、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国际能源和石油价格上涨等综合因素所带来的后果。那时候，物价不断地攀升，经常超过工资上升的速度，造成法国人购买力下降，影响了法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导致新的贫苦阶层的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政府采取严厉的经济政策，对物价和工资实行双冻结，加紧调整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加上世界市场上能源和石油价格经常下跌，进入20世纪90年代，法国通货膨胀率开始回落，年平均保持在2%左右。进入21世纪，法国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回落，2000年为1.6%，2005年为1.5%，2010年为1.8%，2011年上升到2.1%，2012年回落到2.0%。

20世纪90年代，法国商品中电脑、通信产品、电子产品、家庭电器、小型家电等的价格下降幅度大，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大，是2008年世界市场上能源和石油提价的结果。而猪肉价格的上涨则是由于疯牛病造成对猪肉和猪肉食品的需求增加。电器设备、家电、视听设备、微型电脑的降价，给法国家庭带来好处，从而使法国家庭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迅速走向电气化和现代化。

四 住房

二战后，为了缓解住房困难，法国政府到1964年为止先后投入90多亿欧元进行重建。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住房建设进入高潮，平均每年有50万套住房交付使用。20世纪80和9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的不景气使住房建设的速度减缓，但平均每年也有20万～30万套住房建成。

2012年，法国本土住房总数达到3320万套，比1946年1390万套住房增加了1.4倍。由于二战后每年住房建设面积的1/3是廉价的和低租金的住宅，从而使许多低收入法国人也买得起或租得起这类房屋。这不仅改变了战争遗留下来的房荒，而且也改善了1920年以来法国人居住条件的落后面貌。在2012年住房总量中，83.4%是常住的住宅，9.5%是别墅和临时住宅，7.1%是空屋。

从1982年到1990年，法国掀起了购买住宅的高潮，特别是1995年10月又出台了购房改革的措施，规定向几种人发放无息贷款，促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使法国人私有住宅的拥有量占住户总数的比例逐渐提高，而法国人租房占住户总数中的比例则在逐步下降。2012年，在法国本土住宅总量中，私人住宅有1865.3万套，占住房总量的一半以上。法国人的私人住宅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庭院式住宅，大多在农村和城市近郊区；另一种是城市公寓套间。

伴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法国人的住房面积也逐渐地扩大和宽敞了。2010年，法国住房人均达到41平方米。法国每套住宅平均拥有四间房，近1/3住宅拥有五间或五间房以上。

与此同时，法国家庭在住房、照明和取暖方面的消费占家庭全年消费开支总数的比例不断地攀升，这就意味着法国人对住房及其设备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农村住宅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了。1955年，87%的住宅没有基本的卫生设备，如厕所、洗澡间、暖气、中央空调等，1984年降到16%，2010年只有1.4%。

法国人的住房有很大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法国从根本上解决了住房问题，实际上法国的住房紧张问题依然存在。首先，战后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其结果是大城市的住房十分紧张。为了解决城市的住房紧张，1962年以来在城市中建设了许多小型住宅，如单间公寓、单间套房、两间一套的住宅。这虽然暂时缓解了住房紧张状况，但降低了城市住宅的质量。其次，在住房问题上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富有的阶级和阶层拥有高级住宅、富丽堂皇的别墅和最时髦的住房设施，如花园、游泳池等；低收入的阶级和阶层，其居住条件恶劣。目前，法国政府推出“贫富混居”计划，将廉租房建在普通住区，使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同在一个屋檐下”，以此来解决这种差别。最后，目前法国仍有9%的家庭，主要是农村中老年人家庭和外来移民居住在没有卫生设备的简陋住房中。

五 工时与休闲

1.工时

随着科技和工艺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人民的争取，法国人每周法定的劳动时间在逐渐地缩短，1919年为48小时，1936年为40小时，1982年为39小时。1998年，法国左翼联合政府为了降低失业率，把减少每周工时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规定从2000年起法国实行35小时周工作制。法国还实行劳动者年带薪休假制度，1936年的年带薪休假为两周，1956年为三周，1963年为四周，1981年为五周。这样，再加上法国各种节日，法国人全年工作和劳动时间1996年总共为1630小时。但是，农业经营者、从事运输的司机、小商贩的劳动时间和营业时间要长一些。法国减少工时和增加带薪休假的做法，没有对法国经济造成损害，反之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初至今，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4倍，每小时的劳动率提高了20倍。

从20世纪末以来，法国盛行部分工作日的制度。此外，从事家庭服务的小时工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法国出现了许多新工种，如为老年人服务、环境保护等，需要这样的劳动者。

2.休闲

劳动和工作时间的减少、节假日的增加使法国人拥有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法国社会学家做过调查，认为法国领工资者在一年中：平均20%时间是在劳动（或工作）和上下班的路途中，33%是睡眠时间，47%用于看电视、修整花园、从事家务、进行体育锻炼、旅游等。

2011年，法国家庭在文化娱乐和休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8.4%。在文化娱乐和休闲支出中，文化活动（影院、剧场、博物馆等）的支出占首位，为17.4%，庭院、花园和宠物的支出占14.4%，报刊书籍和文具的支出占13.8%，电视机、音响、录像机、照相机的支出占10.4%，体育活动、牌、玩具占10.1%，偶尔赌博的支出占10.1%，地方特色的娱乐消遣的支出占9.3%，日常生活的信息处理占7.5%，唱片、磁带、胶卷的支出占2.7%，其他文化休闲的支出占4.3%。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迷恋于有线电视和网络。

六 恩格尔系数与基尼系数

1.恩格尔系数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消费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总额的比例，食品消费的比例越大，说明该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越低，反之，则说明该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越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二战后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法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较低，但由于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迅速提高，1956年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5.4%，达到小康水平。随后，法国的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1960年为30.5%，1970年为24.5%，1980年为20.3%，1990年为18.2%，2000年为16.1%，2005年为16.5%，2006年为15.2%，2007年为13.7%，2008年为14.9%，2010年为13.5%。法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富裕程度、生活水平在西方国家中，排在前列。

正是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导致法国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法国家庭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饮食讲究美食和养生之道，衣着追求时尚，住房追求面积和高质量的设施，文化、娱乐、体育、度假和旅游成为时尚。不过，在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的打击下，法国家庭厉行节约，减少消费，生活质量也有所下降。

2.基尼系数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基尼系数保持在0.30～0.34之间，例如2004年为0.32，贫富比差是5.6∶1。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这样的系数属于分配处于相对合理的状态。但是，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近几年来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财富向富裕群体进一步集中，贫富差距逐渐有所拉大。正是法国当局和社会团体组织双方协同，加强社会管理，及时地采取措施，特别是通过财富再分配进行补救，遏制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使基尼系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继续下降。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于2013年出版的《法国经济图表》数据，法国基尼系数，2008年为0.289，2009年为0.290，2010年为0.299。2010年的法国基尼系数比21世纪初下降了许多，属于社会安全系数较高的级别。与欧盟27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比较，法国的基尼系数处在中等偏下，虽然略高于北欧国家，但低于南欧国家、英国、G7中的非欧洲国家。不过，在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的持续打击下，法国实施的财富再分配的空间也在缩小，法国的基尼系数有回升的可能。

第六节 医疗卫生

一 医疗卫生概况

法国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这是因为法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需要医疗和保健的人日益增加，鼓励生育的政策也需要医疗和保健的配合，社会的弊端导致精神病、性病、艾滋病的激增，都要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为此，法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医疗卫生的方针和政策：第一，规定所有的法国人生病就医，无论该法国人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点有何差别，待遇一律平等。第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还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以及伤残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1999年7月27日关于“普遍医疗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不享有基本医疗保险者（约15万人）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向享有基本医疗保险者再提供补充保险（约600万人），从而使这些人享受完全免费医疗。第三，增加对卫生和医疗的投入。政府预算和社会保险、互助会等都在逐年增加对卫生和医疗的投入。卫生和医疗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5年分别是11.4%和8.6%，2011年分别达到12%和9.0%。2011年，法国卫生和医疗的支出分别为2403亿欧元和1800亿欧元，第四，注重疾病的预防工作，特别是对艾滋病、性病、精神病、烟草和酒精中毒的预防。第五，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改善医疗卫生设备。2012年，法国本土拥有医生21.7万人（全科医生占59.8%），平均每10万居民中拥有334位；护士56.8万人，平均每10万居民中拥有875位；药剂师7.3万人，平均每10万居民中拥有112位；心理医生8.4万人，平均每10万居民中拥有13位；外科和牙科医生4.1万人，平均每10万居民中拥有63位。2010年，法国拥有2710家医院，其中公立医院956家，私人医院1047家。在私人医院中，有707家医院属于非营利的单位，其中包括19家肿瘤医院。2010年，法国拥有41.7万张床位。法国不断增添现代化医疗设备，更新医疗方法，提高医疗水平。第六，为了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法国实施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同时并举的方针。第七，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看病。

二 医疗卫生的管理体制

法国政府设置就业和团结部管理全国医疗卫生工作，并在就业和团结部长之下设立卫生事务国务秘书专门负责医疗卫生工作。该国务秘书主管部内卫生总局、社会行动司、医院司以及统计、研究和信息系统处等，并通过这些机构来管理全国的公共卫生、医院、医疗保险和老年人疾病保险等事务。

在地方上，法国建立三级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在大区级，建立两类管理体制：一类是中央派驻机构，如大区卫生和社会事务署、大区医院管理处等。大区卫生和社会事务署协调大区、省和市镇之间的医疗卫生工作，指导大区卫生和医疗的土木工程，在技术上指导大区的护士工作，对大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行统计。大区医院管理处于1996年成立，专门负责对大区卫生机构的财政津贴问题。另一类是大区政府领导的大区公用事业部门，负责地方的医疗卫生事务。

在省级也是两类管理体制：一类是中央派驻机构省卫生和社会事务署。它负责执行有关医疗卫生的法律法令，对省卫生事务和医疗机构进行监督，协调省与省之间的医疗卫生事务关系。另一类是省政府领导的省公用事业部门，负责省的医疗卫生事务。

在市镇，市长有权建立相应的地方级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兼任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以便指导医疗卫生的各项事务。市长还负责施行有关卫生的法律法令，如卫生法、反污染法、反噪音法、水监测法等。

三 医疗卫生种类

法国医疗卫生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从简单分工到分工越来越细，从而构成了比较科学、比较完备和比较系统的医疗卫生体系。

1.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有医疗中心和地方医院两种。


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同时兼有住院就医和门诊两种功能。它分为急性疾病治疗中心、连续治疗中心、长期治疗中心。急性疾病治疗中心包括五种：第一种是“简易的”治疗中心，该中心配备医科最基本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设有急诊室、内科、外科、妇产科。第二种是专科治疗中心，该中心专门治疗某一种疾病，如癌症治疗中心、精神病治疗中心等。第三种是普通治疗中心，该中心只配备基本的医疗设备。第四种是地区治疗中心，该中心医疗设备齐全，治疗水平高，它拥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以及急诊救援服务部或戒毒中心，它专门接受周围地区的急性疾病者。第五种是大学治疗中心，该中心通过与某大学签订协议，成为大学治疗中心。其进行门诊的同时，还从事医学科研，培训医务人员。该中心不仅拥有普通医科，而且拥有专门的和特殊的医科，并随着科研的进展而不断提高门诊的医疗水平。

连续治疗中心是病人的病情得到控制后继续在该中心进行护理和药物治疗，以便为病人被社会再接纳创造条件。连续治疗中心包括四种：第一种是疗养之家，专门接纳病情得到控制的精神病患者、毒物癖患者、酗酒者继续治疗。第二种是康复院，专门接纳急性病患者在急性病减轻后的进一步治疗。第三种是慢性病治疗所，专门接纳慢性病人。第四种是病人接受再教育所。

长期治疗中心，是专门收容生活不能自理并要长期地依赖药物治疗和护理的人。


地方医院
 指的是农村医院。它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同时兼有住院就医和门诊两种功能。

2.私立医院

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后一种私立医院绝大多数是由某个联合会或协会、基金会、民间公司、合作组织、医疗保险公司等创办，其医疗价格与公立医院完全一样，与公立医院只是在法律地位上有所不同。这种私立医院大多是专科医院，如肿瘤医院、精神病院等，其内部管理和运作方式也大多与公立医院相同。这种私立医院在法国医疗卫生系统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

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其医疗价格昂贵，但受到一定的控制，即通过当地的省长发布命令规定医疗价格。这种私立医院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参与公立医院的会诊活动。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在必要时可以获得国家的资助。

3.疾病咨询机构或门诊所

它不收住院病人，只给患者提供咨询或提供门诊。这种医疗所在法国分布很广，其种类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预防站和家庭治疗所。


预防站
 有防痨站、心理卫生站、癌症先期咨询站、性病预防站、妇女和婴儿保健咨询站等。有些预防站如心理卫生站、妇女和婴儿保健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发展，而防痨站则随着患者急剧减少走向衰落。


家庭治疗所
 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的医疗机构。它是专门为家庭中需要护理的老年人而设置的，其经费由大区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该家庭治疗所在必要时可以得到公立医院的协助。

4.专门卫生网

大体分为反精神病斗争网以及反癌症斗争网、反结核病斗争网以及反性病、毒物癖、艾滋病、酗酒和烟瘾斗争网。

法国把建立反精神病斗争网作为医疗卫生方面的头等任务，因为在法国社会中这种疾病患者增长很快，仅靠上述的医疗系统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为了建立反精神病网，法国推行按地区和人口划分的政策，即在每一个省中6万～7万居民划为一片普通精神病预防区，20万居民划为一片青少年精神病预防区。在每一个预防区内配备一个“社会医疗”队，从事精神病的预防、早期诊断、住院治疗和家庭治疗、病愈后的护理等。“社会医疗”队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多种医疗手段。

与癌症作斗争在法国医疗卫生中占有优先的地位，为此建立了许多反癌症斗争中心，并构成一个网。该网在普查中检测是否有癌症迹象，进行癌症治疗，从事社会疾病的监视，从事癌症的研究，以及关于癌症预防的宣传等。

反结核病斗争网有效地进行了反结核病的斗争，从而使结核病在法国基本上消失，该网转而从事向贫苦的人分发药物等工作。

反性病、毒物癖、艾滋病、酗酒和烟瘾斗争网由于法国社会这些丑恶现象日益增加，其任务越来越繁重，法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这种斗争网的投入。

四 医学科学研究

法国医学科研在国际上保持较高的名望和地位，进入21世纪，法国医学研究者先后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它与法国医学科研涌现大量成果有关，而法国医学科研取得的大量成果，又与法国当局和民间在财政上的支持有关。法国财政和民间对医学科研的投入逐年增加，2005年为66.2亿欧元，2010年为74.3亿欧元，2011年达到74.8亿欧元。


巴黎公立医院集团（Assistance Publique-Hôpitaux de Paris，简称AP-HP）
 是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后建立的法国最大也是欧洲最大的医院集团。它除了医院以外，还下辖8个联合科研院所，以及80个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所的科研机构、研究中心以及公共服务中心，13个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并专设临床研发部负责集团的科研管理。

在各个医院中设有临床研究处，对各医院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设计、数据管理、质量控制，提供方法论和软件方面的支持。临床研究处的人员由科研人员、医师和方法学专家等专兼职人员组成。巴黎公立医院集团重点抓基础研究，并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很好地紧密结合起来。


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简称INSERM）
 成立于1964年，是一所公立的科技研究机构，前身是成立于1941年的法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由法国卫生部和研究部共同管理。作为公立的国家级专业健康研究机构，它是从事医学和人体健康研究的国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认识和了解人类的肌体、心理和社会构成，从事医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发现有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该研究院拥有250个实验室。


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 Pasteur）
 成立于1886年，是私立研究机构。该研究所在病毒学、免疫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从事研究并取得许多重大的成果，如先后开发了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黄热病疫苗；首先发现了磺胺类药物的抗炎作用等；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完成了结核杆菌的基因组序列分析；开发了乙型肝炎疫苗、单克隆抗体和各种诊断试剂。自1900年以来该所已有10人获得诺贝尔奖。

第七节 环境保护

一 环境保护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法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特别在开发和利用本土资源的过程中，在取得明显的成就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大气方面，家庭取暖、工业和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20世纪60年代末每年分别达到200万吨和60万吨。在江河方面，受到污染的长度已经达到2500公里，其中塞纳河、罗纳河的污染最为严重。在土地方面，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失导致土地的闲置和荒漠化。总之，法国的环境遭到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的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人民的生活质量日益恶化。

法国政府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取措施和制定法规，70年代起不仅加大了出台环境保护法律和措施的力度，而且建立了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等。进入21世纪，法国把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2004年提出《环境宪章》，2005年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决定将《环境宪章》载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简称1958年宪法），从而成为1958年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环境保护的特征

1.比较完备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法国于1971年首次在政府机构中建立了自然和环境保护部，以便统一管理环境保护和协调各个部门有关环境保护的事务。此后无论政府的更迭和政府部门的变动都不影响环境保护部门的存在，只是名称有所不同罢了，如2012年5月成立的艾罗政府中设置了“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此外，法国政府还成立环境保护部际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部际委员会，专门处理各个部门的环境保护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权力下放以来，地方的环境保护由地方政府负责，各个大区设有大区环境指导机构，特别是市镇承担着主要责任。根据权力下放法的规定，市镇必须设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管理可饮用水的供应、土地、卫生、交通、家庭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并制定地方的环境保护计划和条例。

在法国，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2011年，法国用于环境保护的经费达到46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2.3%），在经济不景气和许多投资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比2010年增长3.2%。其中，公共财政支出占33%，私人企业支出占38%，家庭开支占28%，其余1%由欧盟支付。

2.拥有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体系

法国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环境保护的法规，1960年出台了《建立国家公园法》、1964年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1970年6月制定了《环境保护初步规划》，开展了“百项措施”运动。它规定每年开展“全国自然环境保护周”活动，以便提高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加强他们的责任感。“百项措施”要求自然博物馆、幼儿园、初级和中等教育部门在教材中列入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修改有关建筑立法，进行噪音控制等。法国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条例和标准以及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

1958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宣布，公共机构和国民要遵守《环境宪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环境宪章》特别宣告：每个人都拥有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都有义务保护和改善环境，都应当依法预防或限制其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每个人有权获得公共机构控制的环境信息，有权参与制定有关保护环境的政策和决定。公共机构有责任预防造成的环境危害并启动环境危害的评估程序，促进环境保护的研究和开发。

3.鼓励和支持民间的环境保护活动

法国政府于1977年7月7日颁布法令，承认保护生活质量、保护自然和资源的联合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国家的正式伙伴，并给予津贴和进行对话。目前，法国有4万个社团或多或少关注环境保护，3%法国人加入了环境保护协会。进入21世纪，法国官方、企业、工会、民间组织达成的协议计有：2007年《格勒内勒环境协议》，2009年《格勒内勒海洋协议》，2010年《格勒内勒战略协议（2010～2013）》。正是通过这些协议，法国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环境保护，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效果，使法国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法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志愿者从事环境保护的活动，欧洲生态-绿党从事绿色政治活动，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民的事业。

4.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积极参加世界和地区的环境保护活动，签订了30多个国际间的环境保护公约或条约，以及100多个欧洲的环境保护条约或文件。在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协商中，法国起了发动机的作用。

三 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

1.大气保护

为了执行保护大气的国际公约，法国于1990年成立了温室效应部际代表团，统一负责制定保护大气的政策。

自1974年爆发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减少对石油等化石矿物能源的依赖，也为了降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以及减少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法国大力开发和发展电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气候能源法》，在推行低碳经济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以及减少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法国一方面对旧车辆进行严格的管理，要求他们安装催化装置；另一方面决定全国使用无铅汽油，并推广汽油代用品如天然气、电力等。法国还规定，各种车辆必须贴有绿色小圆点图案的环保标志，否则不予通行。为了执行该项决定，法国在全国各地设置1500个监测站，负责对大气污染的监测和对过往车辆的检查。法国还动员环境保护组织在全国建立30多个监测网点，对超标的大气污染发出警告。这些措施取得成效，2011年与1990年比较，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83%，氮氧化物减少了47%，大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降低了42%。造成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等排放量1990年为相当二氧化碳5.59亿吨，2010年降到5.22亿吨。2010年，二氧化碳人均的排放量为5.5吨，比1990年减少了8.9%。

此外，法国积极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Protocole de Montréal），提前于1995年放弃使用含氯氟烃，以便保护臭氧层。

2.水资源保护

法国为了保护可贵的地表水资源，在各个大型水系分别设置了6个水管理局，其主要职能是控制辖区内水系中污水的排放量，杜绝有毒污水进入河道，在20世纪末使河流的水质达到标准。水管理局在财政上自立，根据用户用水量或排放废水量收取水费或排污费，然后利用这笔收入建立基金，借贷或援助某些企业进行废水处理，以便达到排放的标准。在水管理局内，还成立水系委员会，吸收用户参加，以便双方进行对话和协商，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水治理的协议。此外，经过1992年修改过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强了地方政府在保持河流水质的职责，重申了水资源是国家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法国废水的排放量已经减少了70%以上。法国地表水开始清澈起来，水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地下水的污染主要发生在农业区，由于过量使用农肥、农药，以及家禽和家畜粪便，从而使这些污水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法国执行1991年欧洲指导法的规定，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到2005年完成了对农业区废水的收集和处理。

法国还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保护。1986年1月通过并于1989年修改的《沿海法》规定，1100个沿海的市镇及其周围不得兴建新项目，保持自然状态。同时，对沿海700多个浴场进行监测，每年海水化验的数据必须达到《欧洲指导法》规定的标准。正是采取了这些严格的措施，使法国沿海沙滩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近海水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3.土地的保护

在法国，土地的污染比大气和水质的污染要严重得多，特别是在北部-加来海峡大区、法兰西岛大区、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等工业密集的地区，采矿地带，农业集中的地带，居民聚集的大城市，以及高速公路两翼。这些地区积累着高密度的化学物质、重金属物质、有害物质等，被植物吸收或渗入地下，威胁着法国人的身体健康，恶化了土质，破坏了生态平衡。

法国对于土壤及其污染地区的政策主要基于三个方面：预防、治理和重新利用。自1994年以来，有123个污染点得到治理，但又出现226个新的污染点。根据统计，1998年总共有896个污染点亟待清除。目前，法国正在使用先进的除污方法，如用细菌等生物来分解有机物，使用矿物冲洗和中和土壤中的化学物质和有害物质，以消除土地的污染。

4.垃圾的处理

如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法国工业废弃物和家庭垃圾年年增长。2010年，法国产生垃圾总共为3.55亿吨，其中工业和建筑业垃圾为2.8亿吨，家庭垃圾为0.293亿吨。法国人年均产生垃圾，2000年为514公斤，2005年为530公斤，2010年为532公斤。

在治理工业垃圾和废弃物方面，1993年1月1日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回收它在市场上出售商品的包装物，到2002年这些包装物的再循环利用率必须达到75%。目前，在法国工业垃圾和废弃物的总量中，大部分被当作填料填埋，一部分可以利用，还有1150万吨是有毒和危险废料。这些废料，或是焚化掉，或是经过物理和化学处理。法律还规定可以由垃圾场附近的环境保护组织监督工业垃圾和废料的处理过程，发布有关垃圾场的信息，避免有害垃圾危害附近居民生命安全。1995年2月2日法律规定征收工业有害垃圾和废料特别税，以便用于建设有害工业垃圾场和支付管理费。

为了治理家庭垃圾，1992年7月1日的《家庭垃圾法》规定，每个家庭必须对垃圾进行分类：废纸、玻璃、塑料、铝制品、白铁、空油桶等，分别装入特制的袋内，以便让某些垃圾经过提炼或加工后再循环利用。1993年4月1日的《垃圾场税法》规定，凡是到垃圾场倾倒垃圾必须缴纳垃圾税，同时利用这笔资金建立垃圾焚化炉。目前，法国拥有了300个大型的垃圾焚化炉，分布在全国各地。它们平均每天焚化3万吨家庭垃圾。焚化垃圾产生的热能用于发电或取暖。2007年，法国政府发布了进一步治理家庭垃圾的规划，计划10年内将家庭产生的垃圾减少到人均200公斤。例如，禁止超市使用塑料袋，鼓励家庭在庭院内就地处理垃圾，增加垃圾焚化炉的数量，加大垃圾回收利用的力度。

5.噪声污染的治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噪声的法律和法令，对飞机、机场、机动车、公路、铁路、工商业活动、建筑工地的噪声以及邻居的噪声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并进行跟踪监督，对违反规定进行严格惩罚。

6.自然和风景区的建设和保护

1976年，法国颁布了《自然保护法》，开始了自然和风景区的建设和保护。到目前为止，法国已经确定了1.4万个动物和植物生态自然地带，进行建设，开展生态的研究。这些自然地带大多集中在湿地或森林地区。根据1992年5月21日《关于自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和植物群落保护的欧洲指导法》要求，法国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自然保护区，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动物和植物群落，以便维持生物多样性。例如，大西洋鲑鱼曾经在法国大部分河流中绝迹，但通过引进鱼苗、进行人工繁殖和放养，重又出现在法国的河流和湖泊中。1994年，环境部同有关的市镇行政长官签订协定，共同保护为数不多的比利牛斯熊。1993年1月8日法律规定，保护城市周边的环境，拆除所有的广告牌以及违规架设的电线等。

7.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

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注意到森林面积缩小的严重性，于1827年颁布了第一部较为完善的森林法，并采取措施恢复和更新林木，植树造林。二战后，法国政府和民间在保护生态平衡和改善环境方面首先从保护植物、植被和森林做起。法国于1946年建立了国家森林基金会，对发展森林进行无偿贷款，重建法国的植物和森林资源。为了加强对林木的管理和提高造林的质量，法国于1966年成立了国家森林局，负责造林、更新、改造法国的植被和森林，以及林道、防火、旅游设施的建设。正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努力，使法国的植物和森林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45年以来，法国本土的森林面积增加了35%，平均每年递增3万公顷。法国本土的生态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政府还制定了发展森林的远景规划，到2020年森林面积将扩大到2000万公顷。

为了保护森林和利用自然资源，截至2000年底建立了7个国家公园，如塞文国家公园（Cévennes）、梅康图尔国家公园（Mercantour）、埃克兰国家公园（écrans）、大帕拉迪索国家公园（Grand Paradiso）、西比利牛斯国家公园（Pyrénées Occidentale）等，面积总共达到99.2万公顷。政府还建立了具有原始色彩的天然公园，如奥弗涅火山天然公园（Volcans d’Auvergne）、孚日山圆顶峰天然公园（Ballons des Vosges）、普瓦特万沼泽天然公园（Marais Poiteven）等等。法国政府还建立了132个天然林保护区、430个群落生态保护区。法国各大区政府建立了38个大区公园，占地502万公顷。不少的市镇也相继建立了市镇级的天然林保护区。此外，法国还拥有私人的天然林保护区。

四 环境保护的成效和不足

1.成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法国环境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发表的《2010年世界环境保护报告》，法国环境保护成绩显著，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在G20国中是最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

法国在治理水污染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巴黎塞纳·诺曼底水务局的国际部主任奥利维·博麦利先生曾经对记者说：经过治理法国的水质达到很高的标准，“在巴黎，拧开任何一个笼头都可以蓄水喝，即使在卫生间、马桶蓄水缸里的水都完全能饮用。”

2.不足

尽管法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上升，1990年为1.19亿吨，2000上升到1.38亿吨，2010年为1.30亿吨，2010年比1990年增加9%。氧化氨排放超标城镇增多。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镇中，氧化氨超标的城镇由2008年的18个增加到2011年的24个。法国空气中臭氧含量自2000年以来以8%的年均速度增长。由于温室效应，21世纪法国和巴黎异常天气的天数增加，气温总体偏高。

噪声依然困扰着法国社会和法国人。根据统计，法国有50万个点受到噪声干扰，其中法兰西岛就多达30万个点。40%法国人受到家庭噪声的困扰，700万法国人受到65分贝以上噪声的干扰。


第七章 文化

第一节 教育

一 教育简史

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曾经是欧洲文化的中心，巴黎的各类学校吸引了法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文人、学者、青年前来就学。但是，当时法国学校都是由教会主办，并被教会牢牢地控制。

18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封建教育制度的鞭挞。在他们看来，封建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民众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启蒙思想家的任务就是发展教育，启迪民众。他们在尖锐地抨击封建主义教育制度的同时，提出了未来新社会中的教育和教育制度的理论和原则：

（1）教育的目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先后提出了教育目的这个命题，并作出了大体一致的回答。伏尔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健全理性的自由人”，即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科学知识技能的人。孔狄亚克（Condillac）认为，人们是通过感觉获得知识、认识真理、增长才干的，因此，人才是后天学习和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就具有的。爱尔维修（Helvétius）提出教育应是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两种，而且把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卢梭指出，教育就是要培养“自然人”，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具有公民品格的人。卢梭还进一步指出，人是教育的产物，“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由教育赐予我们。”他还指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别，就在于教育程度的差别。

（2）教育的平等和自由。爱尔维修认为每一个具有良好器官的人都具有同样的认识能力，都可以认识真理。狄德罗认为人人都有优良的天然禀赋，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还认为上至首相下到平民，人人都能读能写能算，百利而无害，因此他主张教育民主化。

（3）教育和学校世俗化。爱尔维修指出教会办教育和学校是危害了社会，削弱了国家，而世俗势力办教育和办学校可以激发起人的感情欲望，鼓励人们追求公益、正义、财富和荣誉，培养人们热爱祖国，献身公共事业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兴旺。

（4）国家管理教育。狄德罗反对封建主义教育制度的同时，提出实行由国家管理的国民教育制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未来新社会的教育制度提出的大体一致的主张和原则，对近代乃至现代和当代法国的教育制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近代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不仅扫除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1791年宪法提出，国家应创立一种公共教育制度，授予所有公民不可缺少的知识。塔列朗（Talleyrand）于1789年9月代表公共教育委员会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要求国家管理教育，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国家支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推行新教育制度等。吉伦特掌权时期，孔多塞（Condorcet）提出了更加进步、更加完整的教育方案：各级学校实行普及和免费的教育；男女一律平等入学；废除宗教课，使教育世俗化；注重成人教育；建立师资培养制度。1793年宪法第22条规定：“人人都需要受教育。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促进公众理性的发展，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受到教育。”与此同时，勒佩勒捷（Lepeletier）提出了更富有革命性的教育计划，国民公会也颁布了与勒佩勒捷计划内容大体相同的法令：强调实行初等普及义务教育，注重培养革命思想、传授科学知识，以及获得生产劳动技能等。法国大革命上升时期所提出的种种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因国内外出现危机而未付诸实践，但对近代、现代和当代法国教育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教育制度，建立起帝国大学作为全国最高教育领导机构，管理第一帝国的一切国立教育。全国共分为29个“大学区”，大学区设学区总长、学区评议会和学区督学署。上自总长、学督、校长，下至教师都是国家公职人员，都由帝国大学总监任免。国家统一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课时安排，并进行监督。在这个时期，拿破仑还创建了国立高中和地方兴办的市立初中，恢复了巴黎师范学院，整顿了巴黎综合技术学院等。这些高等学府一直开办到今天，为法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第一帝国建立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为近代、现代和当代法国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法国教育制度随着政治制度的反反复复而不断地变化。直到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后确立，法国教育制度才取得了成效。1881年6月和1882年3月通过的两个《费里法案》（Lois Ferry），规定了法国教育制度“中立（即世俗化）、义务、免费”三原则。

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强调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实行社会公正的原则。学生有权接受学校的一般教育，也有权接受专业教育。普及教育和专门教育同样受到重视。离开学校后，还有权继续接受社会上的职业培训。社会上的一切工作实行“价值平等”的原则。

第五共和国初期，法国先后颁布有关教育的法律和法令，如1959年1月的《教育改革法令》、1959年12月的《国家和私立学校关系法》等。这些法律和法令规定：6～16岁儿童和青少年一律实行义务教育；普及中学教育，建立短期技术大学，以便加速培养人才；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对私立学校也给予财政补贴；提高学生享受奖学金的比例；坚持学校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允许私人办教育；接受国家财政补贴的私立学校必须接受国家有关教育部门的监督；提高职业培训的地位。

“五月风暴”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1968年11月颁布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案》［即《富尔法案》（Loi Faure）］规定：高等院校享有教学、行政、财政自治权，教职工和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管理，保证教学和科研自由；调整和改组原有大学，成立综合性文理科高等学府，将大化小，但各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各有侧重；改革大学教学制度，加强其灵活性和多样性；加强科学研究；促进大学教学设备现代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次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法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社会党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对教育进行改革。1984年1月颁布的《萨瓦里法案》（Loi Savary）即《高教指导法案》确认，法国高等学校是科学、文化和职业的独立实体，享有教学、科研、行政和财务的自主权。该法案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对学生的指导，使之更快地提高到美、日、德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坚持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推行“自治、民主参与管理和多学科”三原则，使法国广大的青年都机会均等地接受高等教育，并增加对贫苦学生的资助，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学制进一步灵活，对获得每种学位和文凭所需的时间不再作出硬性的规定；高等教育更广泛地对外开放，即全方位地向各个地区、经济界、工业界、科技界和国际社会开放。中学和高中的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提高普及率、升学率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给予学校更多的自治权，使学生在德、智、体和艺术上得到培养。

进入21世纪，法国加大了教育改革的力度。2007年8月10日通过的《大学自由与责任法》法律规定：所有大学都应在预算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实行自治，并且可以要求拥有大学的不动产。按照LMD学制（学士、硕士、博士）使法国大学文凭与欧洲高等院校通用文凭同步，采用欧洲学分积累和转换体系。2009年，法国进一步进行教育改革，旨在赋予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权，鼓励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法国的高等教育与国际上通行的制度相衔接，鼓励学业多样化和学制灵活机动，实行可累积的学分制。

总之，法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目前，法国政府仍然继续努力，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加速教育制度、教育体制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便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二 教育概况

法国一向重视教育，1989年出台的《教育方向指导法》的第一条规定：“教育是国家置于优先地位的事业。”

法国为提高教育的地位采取了许多措施：第一，政府牢牢地控制着教育的领导权，不仅控制着国立学校的领导权，而且还通过经济杠杆等手段干预私立学校的教育。目前在法国，国立学校占3/4，私立学校占1/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法国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不仅通过财政资助来干预，而且同时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监督。第二，把所有国立学校的职工都纳入国家公职人员的范畴，并根据法国《公务员总章程》和按照总章程原则制定的《教师章程》进行管理。

2011～2012年度，法国拥有初等教育学校53400所，中等教育学校11400所。2011～2012年度，法国总共有教学人员116.7万，其中教师约占80%。在教学人员总数中，大学教学人员有12.3万，其中大学教师占7万。2011～2012年度，法国学生总数（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达到1520万，其中大学生为234.8万，比2010年增加1.2%。在法国，21岁青年上大学占该年龄段的35.3%，在世界上仅次于比利时，排名第二。法国共有90所大学，3600所高等专业培训学校。

法国教育开支历来非常可观，1980年为734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1990年为953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2000年为1281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3%；2011年为1374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国民教育的财政预算在政府各部的预算中已经居首位。法国教育经费平均每个居民占有量，1980年为1360欧元，2011年增加到2110欧元。法国教育经费平均每个学生占有量，1980年为4540欧元，2011年增加到8250欧元。

法国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快了教育设备的现代化，法国学校电脑设备几年来不断添置。2000年，所有初、高中学校都可以使用互联网。2000年6月，普通中学每7名学生使用1台电脑。职业高中每5名学生1台电脑。小学电脑的发展速度略慢，但2001年底已实现小学全部上网。

正因为重视国民教育，法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根据2011年统计，在25～64岁年龄段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男性占法国男性的比例为28%，女性占法国女性的比例为31.4%。其中，25～34岁年龄段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男性占法国男性的比例为38.7%，女性占法国女性的比例为47.2%。

三 教育管理体制

为管理教育，法国建立了国民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国民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与研究部起草和执行政府的教育政策、掌握教育的方向、进行教育的规划、管理教职工人事、负责教育财政、对外交流与合作。

法国大学区经常变动，目前重新划分为31个大学区，其中法国本土26个，海外5个。一个大学区大体上相当于一个行政大区，但是法兰西岛大区划分为巴黎、克雷泰尔（Créteil）、凡尔赛三个大学区，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划分为里昂和格勒诺布尔两个大学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岸大区划分为爱克斯-马赛和尼斯两个大学区。大学区设大学区区长，他贯彻教育部的所有指示，领导、管理和监督大学区内的教育事务。

法国还设有中央教育咨询机构。中央咨询机构有“教育高级委员会”“全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委员会”等。教育高级委员会有97名委员，由教师代表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组成。它就教育公共机构的运行和目标提出意见，就教育大纲、考试、毕业证书的发放、入学等的条例提出意见，就私立小学、中学和中技学校的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就私立学校的合同教师的地位问题提出意见，就教育或教学的全国性问题提出意见，就部长提出的教育问题提出意见。全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委员会拥有61名委员，由大学生代表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代表组成。它就政府提出的高级科技培训的政策提出意见，就科技教育的总方针提出意见，就技术学校的运行和教学设施的分配提出意见，就改善科技、文化和专业教育提出建议，就国民教育部长提出的问题提供咨询。

2013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教改法案，规定设立“教育计划最高委员会”，对知识、才能以及文化的共同基础重新思考，并改善对学生的评分和评估方式。法案还规定了小学的优先行动和教师与教育职业基础培训改革的目标，将设立教育与教师高等学院，教师经过培训之后逐步进入教育职业。

四 教育体制

1.正规教育学制


幼儿教育
 幼儿园创建于1887年，招收2～6岁儿童。尽管学前的启蒙教育是非强制性的，但法国把它列入学制的范围，幼儿也作为教育对象，因此要求家长对适龄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在幼儿园中，教师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正因为幼儿园的这些优势，99%的3岁以上孩子都入幼儿园学习，且大部分是在公共教育机构。法国幼儿园由市镇举办，但教师由国民教育部管辖。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是法国义务教育的基础阶段。儿童自6岁起进入小学，小学教育5年。第一学年为预备班，第二和第三学年为基础班，第四和第五学年为中级班。小学的课程有法语和算术等基础课程，还有历史、地理、道德、图画、唱歌、体育和观察实习等。小学自1833年以来一直由市镇管理。教师都受过3年的师范教育，并经过考试后录用。


初中教育
 法国中等教育的学习年限为7年。它分为前4年和后3年两个阶段，即初中和高中。第一阶段从六年级到三年级。法国小学毕业生通过省一级委员会的考试才能升入初中。初中的头两年是观察期。经过观察把学生按两种类型分班：成绩不够理想的学生编入职业预备班或学徒预备班，毕业后进入短期中学即职业高中。成绩良好的学生编入普通班，毕业后可以考长期中学即普通高中。初中结业时，占94%的初中生可以获得专业技能合格证书（Certificat d’Aptitude Professionnelle，简称CAP），或职业学校毕业证书（Brevet d’Études Professionnelles，简称BEP），或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Brevet d’Études du Premier Cycle du Second Degré，简称BEPC）。


高中教育
 第二阶段从二年级到一年级，再加一年结业班。高中由大区负责管理。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两类，都由大学区管理，收取学费。普通高中在高一学年时，课程设文科、理科和工业技术三组。高二和高三则要完成六组课程：哲学和文学，经济和社会，数学和物理，数学和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和技术，数学和技术。结业后学生要参加全国会考，以取得毕业文凭。通过会考拿到的文凭因考试的科目不同而不同：A类为语言文学文凭，可以升到大学的文学、艺术、哲学等专业；B类为文科文凭，可以升到大学经济、贸易管理专业；C类为数学和物理文凭，可以升到大学理科、工科和医科专业；D类是面向农业院校；E类为数学与工艺文凭，可以升到大学理科和工科。中学毕业要参加全国的中学毕业会考，成绩合格者可取得中学毕业文凭，也就是获得业士学位（Baccalauréat，简称Bac），中学文凭持有者可升入高等学校。在法国，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的学生占该年龄段（18岁）的比例在逐年上升，20世纪50年代不到10%，1980年约30%，1997年约70%，1998年达到79%，法国政府的目标要在21世纪稳定在80%以上。这就意味着，该年龄段的青年80%以上都可以进入高等学府。

在职业高中，持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初中生必须学习三年，持职业学校毕业证书的初中生必须学习两年，毕业考试合格后可以获得专业毕业证书，然后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求职。


高等教育
 法国高等教育分长期和短期两种。前者为2年以上，相当于我国的大学；后者为期2年，偏重于实用技术，相当于我国的大专。这里主要介绍法国长期普通高等教育。

法国的大学和学院教育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结束，成绩合格都能得到国家授予的文凭。这个文凭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自动进入更高阶段学习，但你能据此进入同阶段的其他学科学习。中学毕业文凭持有者可进入大学第一阶段学习，为期2年，成绩合格可获得普通高校学业证明（Diplôme d’Etudes Universitaires Generale，简称DEUG，相当于Bac+2）或科学与技术高校学业证明（Diplôme d’Etudes Universitaires Scientifiques et Techniques，简称DEUST，也相当于Bac+2）。第一阶段毕业证书持有者可进入第二阶段学习，为期2年。第一年考试成绩合格，即可获得学士学位（Licence，相当于Bac+3），如继续学习一年，则可获得硕士学位（Maitrise，相当于Bac+4）。如果你是就读一些国家高等工程学院，或是大学里的工程学校或学院，则通常学习三年后可获取工程师文凭（Ingenieur，相当于Bac+2+3）。第三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深造。第二阶段以上的文凭是进入此阶段的必要条件，但各学校又有各自不同的入学考核，最常见的是书面的入学申请和面试。第三阶段的一种情况是获取侧重于职业生涯的大学专科学习文凭（Diplôme d’Etudes Superieures Specialisees，简称 DESS），学制1年，相当于Bac+5。第三阶段的另一种情况是攻读博士学位。其中第一年学习结束，可获得博士预备资格文凭（或称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结业证书，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简称 DEA），也相当于Bac+5，该文凭与DESS的区别是更明确地导向博士的研究。从第二年开始，历时2～4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Doctorat）。在中国，学士文凭是在四年大学毕业后才予颁发的，而法国大学第四年颁发的硕士文凭既可等同于我国的本科学士学位，又可等同于我国的硕士学位；法国大学第五年颁发的DESS或DEA文凭，则至少等同于或高于我国的硕士学位。至于博士文凭，则相差不多。

法国高校的学习成绩均采用20分计分制，16分以上为优秀，14～16分为很好，12～14分为好，10～12分为及格，10分以下为不及格。

法国大学的校历大致相同，工程师高等学校一般在9月中旬开学，综合性大学多在10月中旬开学。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其中各学期之间约有两周左右的假期间隔，一次在12月底的圣诞节前后，另一次在3月底或4月初的复活节前后，暑假约在6月底或7月初开始，长达三个月。

除了普通大学外，还有一种叫高等专科学校，如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军事工程学校和综合工科高等学校等。它们都是专门培养行政、教育、军事和外交人才的名牌高等学府。正因为如此，它们比综合大学对学生的要求要严格得多。中学毕业生首先要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必须经过两年的预备班学习，之后参加入学考试，学校择优录取。由于录取人数少，所以竞争十分激烈。


巴黎大学
 它是欧洲著名的古老学府，创建于9世纪末，1261年正式使用巴黎大学名称。第五共和国时期，巴黎大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后，巴黎大学的院系进行调整，组成了13所大学，即巴黎第一至第十三大学。因此，巴黎大学成为巴黎地区13所大学的总称，拥有十几万名学生。新成立的巴黎13所大学具有多学科性，但各个大学保留自己的特点。巴黎大学规模之大、学科之齐全、知名教授之多，在欧洲乃至世界亦不多见。

2.职业培训

1971年7月，法国决定建立起由国民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牵头，中央各部和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参加的职业培训的管理体制。根据规定，所有进入新职业的职工都有义务接受“继续培训”，以便适应新工作岗位的需要。对那些义务教育结业后的青年工人，还要进行一般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培训。一般的理论培训在“艺徒中心”进行，然后到企业中实践，从实践中掌握必要的技能。20世纪80年代后，每年平均有1/3的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

法国目前最大的职业培训机构是法国成人职业培训协会。由雇主、雇员及政府三家的代表组成，在22个大区有分会，有405个培训点及5000多名培训教员。协会每年培训人数达15万人，提供约500种培训项目。在企业中，雇主有义务出资接受学生来企业实习，对新来职工进行培训，对原来的职工进行轮训，以便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技能。

法国政府行政部门都设有自己的培训学校，对新来的公职人员进行半年至一年的培训，然后分配工作。从1998年起，要求各个部采取措施对下属人员进行信息通信技术的培训。政府要求每个高级公务员都必须能够使用微电脑与互联网。法国政府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在国家公职人员的人才开发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公职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方面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交流。

3.远程教育

法国将发展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便吸引国内外学生。

法国国民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与研究部成立了专门的教育多媒体发展指导机构，制定了“教育资源”计划，在互联网上设立了专门站点对教育多媒体资源的开发提供指导。同时，政府也鼓励公立机构、私营企业等参与教育多媒体的发展，如法国电视五台建立了教育多媒体节目库，法国科技成果推广署也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开发。法国政府大力发展多媒体产业的另一目的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扩大教育资源的传播，使更多国民受益。因此，鼓励教师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学术交流、发表论著，鼓励学校图书馆通过互联网进行图书交流等。为了培养网络人才，法国在许多高等院校设置互联网新科技以及网络服务的课程，还特别于2001年4月在马赛成立法国第一所命名为“使用互联网新科技学院”的互联网高校，它将成为首个提供互联网新科技高等教育的院校。

五 科学研究

法国科研实行双轨体制，即除了设置独立的科研机构外，还由教育机构承担一部分科研的任务，法国把教育和科研统一由高等教育与研究部来管理，正好说明法国的教育与科研密不可分，同时也表明高等教育中的科研在法国科研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科研首先是从大学开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远在中世纪的法国大学，教师一方面向学生传授知识，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至今，法国高等学府依然保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传统。许多举世闻名的和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科学家都是大学教授。

法国高等学府的科研有明确的分工：综合性大学偏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如巴黎大学（从第一大学到第十三大学）重点研究物理学、人文科学，其中第七大学在理科、医学、人文学和文学方面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还从事血液、分子生物学、固体物理学、核反应等尖端科学的研究。第十一大学开展电磁辐射的多学科研究。图卢兹第三大学主要从事宇宙空间的研究，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主要从事电磁学的研究，南锡第一大学主要从事矿物结晶学和低温物理学的研究。高等专科学院偏重于应用科学和新技术的研究，如与农业有关的土壤学研究、以气象为主的大气层研究、以应用数学为主的数学研究，等等。

六 国际交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一直在12万～13万之间，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排名世界第三位。为了在21世纪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法国在世界的影响，法国决定增加吸收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为此于1998年11月6日宣布成立法国教育国际协作总局，积极地开展法国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该机构宗旨是：对外宣传法国的教育、科研和名牌大学，组织各大学赴国外进行教育展览，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法国学习；为各大学代理招收自费留学生，负责留学生的接机、食宿安排、办理居留手续、开办银行账户、申请住房补贴、联系法语补习学校等。被接待的学生持有教育协作总局颁发的通行证，持此证在法国享受交通、食宿及旅游等方面的优惠；协调并输出教育资源。

法国计划在今后，将大幅度地提高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将着手改善外国留学生的接待条件，简化签证手续，增加奖学金名额。另外，法国外交部还专门设立了奖学金，以吸引外国学生自费来法国学习。

第二节 科学技术

一 科技简况

1.自然科学简况

法国在历史上一向重视和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有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涌现出一批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推动了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虽然出身行伍，却喜欢与学者和专家接近，向他们讨教。他任命的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等都是学者和专家。他建立起一些科研机构，集中了当时一大批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他对那些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还给予一定的奖赏，对发明创造给予巨额的奖金。上述措施使法国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解剖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正是第一帝国时期，建立了近代法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体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科技依然处在世界的前列，如1882年发明了太阳能印刷机和远距离高压直流输电，1895年发明自动售货机，1896年发现铀、钋和镭的放射性，1911年提出了新的原子结构模型。在这个时期，法国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居里和居里夫人等。1901～1915年，法国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而同一时期获得该项奖金的英国科学家只有7位，美国科学家只有2位。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由于战争的破坏，法国科研大大地落后了。

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戴高乐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大力发展科技，并为此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在核能利用、航空、航天、铁路、电信、医学和农业等许多方面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80年代，法国深感在科技许多领域与美国等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先后制定了《科技指导和规划法（1982～1985年）》《科技指导和规划法（1986～1988年）》。根据这两个法规的规定：增加民用的科研开支，到80年代末用于民间的科研经费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健全官方领导机构，在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内设置由部长亲自主持的“研究和技术高级委员会”，负责就科研、技术的发展前景、重大政策选择和某些专题研究等提出建议。对国立研究和技术机构进行改革；建立新的规章制度，给予科研人员更优惠的条件和待遇；加紧培养科技人才。

面对21世纪国际科技的挑战，法国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发展科技的力度：第一，对法国科研体制和大型科研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内增设了两个部际科技组织，如部际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加强对科技的领导，从事对科技的规划，协调各部之间在科技方面的活动。第二，加强科技和科研与企业之间的联系，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第三，大力吸收和培养年轻科研人员，并鼓励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承担重任，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第四，确定了七个优先研究领域和四个大型技术开发计划。七个优先研究领域是农业食品工业、地面运输和航空运输、电子和信息技术工业、组合化学、医学研究、环境与生活质量、产品和工艺技术革新。它们都是技术含量高、具有竞争优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四个大型技术开发计划是化学应用研究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微生物学研究计划、基因图谱测序计划。第五，加强在科技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人文社会科学简况

法国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悠久。17世纪前后唯理论创始人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把“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分离，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创了二元论的传统。18世纪下半叶，在开展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猛烈批判的启蒙运动中，诞生了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以及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出版了许多世界名著。

18世纪末至19世纪，法国出现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等。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幻想通过教育、科学和道德的进步来建立一个他们的理想社会即人人平等幸福的新社会。人文社会科学不单纯是哲学，还出现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新研究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科日益细化，其研究方法也日趋系统化。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研究、基佐对法国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以孔特（Comte）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和以贝格松为代表的法国直觉主义在当时风靡一时。法国考古学家不仅在国内考古，而且活跃在世界上特别是中东和亚洲。

从20世纪初到二战，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又出现了大量的分支学科。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开始抬头。他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作为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认为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才能选择自己的本质，畏惧、焦虑、死亡是通向个人存在的道路。存在主义哲学逐渐代替直觉主义成为主流，并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迎合了一部分处于苦闷、孤独中的法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需要。

二战后，随着法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人文社会学科越分越细，研究领域日益扩大，跨学科的研究、应用性的研究、反思性的研究、开创性的研究、全球性的研究形成热潮，从而使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十分活跃。进入90年代，法国加大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调整了科研机构、扩大了研究人员的编制和增添了年轻的新生力量，从而使人文社会科学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法国出现了许多思潮和学说流派，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变时期。第一，加强了跨学科的研究，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而且还结合自然科学进行研究，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而诞生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和新分析法。第二，基础科学研究是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和强项，进入21世纪，法国越来越重视应用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把眼光朝向基层、企业、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上，特别是国内社会问题与全球热点和难点问题上，提出新的研究成果、理论和解决方案。第三，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信息化和网络化，越来越走向世界。

二 科技管理体制

1.自然科学的管理体制

目前，高等教育与研究部主管法国的科技机构建设、科技人员的管理、重大和战略性的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国际交流，重大的决策经过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代表大会共同讨论决定。该部主管科技研究的职能司主要有：研究和工艺总司，创新、工艺和地区活动司，研究与工艺高级委员会，科学与技术考察团。研究和工艺总司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国家的科技政策；保持同各部科技主管部门和重要科研机构的联系，促进和协调对发明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各种激励措施；制定各科技职能司的工作方针并协调其行动；对科研部管辖的科研机构进行领导。创新、工艺和地区活动司负责创新和工艺发展项目的科技内容，并保证其实施；对国家科技计划中激励经费的分配进行预审；与生产振兴部、企业和大区合作建立国家资助的科技发展项目；执行该部制定的创新和工艺发展的大区政策；研究、建议和促进公共科研成果向企业的推广和应用等。

行业工商会或联合会的专业技术协会侧重工业基础的技术研究和发展、着眼于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竞争来确定研究项目并进行管理。此外，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也拥有一定的自治权，确定和规划本部门的研究和发展计划。

2.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

法国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集中管理的体制，即从科研机构的设置、组织结构、科研计划的制定到科研经费的开支都由政府统一管理。目前，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归属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领导。法国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双轨制，即除了设置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外，在高等教育学府也建立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由三部分力量组成：一部分是国家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部分是高等学府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是私人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是，前两部分的研究机构是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私人研究机构所占比例小。

三 科研机构

1.自然科学的科研机构

法国主要的科研机构都是由国家创办的，这里再介绍法国科学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国家通信研究中心、居里研究所、科技园等。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是法兰西学会下属的五个学院之一，创立于1666年，原名皇家科学院。它集中了最出色的法国科学家和与法国有联系的外国科学家。现有院士240余人，外国合作院士130余人，通信院士110余人。法国科学院的宗旨是鼓励和保护研究精神，致力于提高教育和出版物的质量，并致力于维护法兰西科学用语的纯洁性。法国科学院有两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及其应用科学学部和化学、自然、生物学、医学及其应用科学学部。


全国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简称CNRS）（自然科学部分）
 创建于1939年，是法国最大的国家科研机构。该中心确定重大项目和组织攻关，评估科研成果，协调和加强与全体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该中心设置行政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管理七个学部：核物理学部，数学与基础物理学部，工程物理学部，化学学部，生命科学学部，大地、海洋与空间学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该中心领导两个研究所：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该中心配备1330个实验室，其中许多实验室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该中心还设有一个科技文献中心。该中心拥有2.6万名职工，其中科研人员约为1.1万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1.5万人，每年财政预算约为19.8亿欧元。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都与中国签订合作与交流协定。


全国空间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Études Spatiale，简称CNES）
 创立于1962年，是一个集科、工、贸三位一体的国家机构。该中心确保国家空间政策的实施，制定未来的空间长期研究计划，管理和执行国家重点空间计划，促进国家空间工业的发展，支持空间基础研究，负责与用户关于空间业务的洽谈，加强与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空间合作。该中心领导图卢兹空间中心、埃夫里空间中心、圭亚那空间中心；配备11个实验室：高层大气物理实验室、宇宙气象观察实验室、卫星与地球物理实验室、动力气象实验室、宇宙气象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室、大地与地球环境物理实验室、空间大地测量实验室、宇宙辐射实验室、宇宙生物实验室、环境物理与化学实验室。全国空间研究中心开发通信卫星、遥感卫星等。它于1987年起参加欧洲空间局的新一代阿丽亚娜火箭、航天飞机的开发计划。全国空间研究中心与中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全国信息技术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rour I’Informa-tique，简称CNRI）
 成立于1944年，主要任务是研究通信网络现代化，进行未来通信网络及电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该中心分设四个研究中心，承担会议通信、通信系统软件的可靠设备及方法、公共视听电话系统、最大功能的单模态光纤传输系统等大型研究项目。


居里研究所
 该研究所从事对癌症的研究，寻找对癌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


科技园
 总共建成71个科技园，其中17个是国际科技园。2005年以来，科技园的所属企业启动了455个项目，调动1万名科研人员、28亿欧元的科研和开发经费以及9.29亿欧元的公共投资。这些科技园已有外国集团的近500家机构和17.35万名员工，迅速步入国际化。

2.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机构


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
 成立于1795年。它包含五大学院，即法兰西研究院、铭文及纯文学研究院、科学院、伦理与政治科学院、美术学院。法兰西研究院设院士，投票选举产生。院士在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法兰西研究院成为众多学术界名流向往的地方。


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部分）
 负责全国社会科学的规划和领导，对科研成果的评估，开展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文社会科学部分为人文科学片，语言、百科和创造片，社会科学片共三大片。人文科学片包括考古学、史前学、历史学、人类学，共有196个研究所。语言、百科和创造片包括语言科学、认知科学、文学、哲学、艺术创造和音乐，共有139个研究所。社会科学片包括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共有268个研究所。人文社会科学学部设有一个社会科学文献资料中心。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还积极参与了“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倡议”国际项目，其目标是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虚拟博物馆，供读者查阅文字（历史）诞生前1500年间出现的所有文献资料。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简称EHESS）
 成立于1945年，后于1975年独立出来，成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它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兼管教学任务。研究院涵盖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倡导并致力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研究院的传统优势科目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科学等，特别是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方面拥有深厚的积淀和研究传统。除此以外，研究院在东亚研究和汉学研究方面也一直在法国遥遥领先。


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e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简称INSEE）
 隶属财政部，拥有职工7000人左右。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统计情报，主要项目是人口统计、家庭消费、就业、生活条件、经济指数等；国家决算；宏观经济模型辅助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企业统计系统；大型索引的管理；经济数据库；出版、发行和散发该所出版的刊物。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还进行各种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就业等），为政府部门和各行业的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该研究所的统计数字和抽样调查数字以及《法国经济图表》年度统计具有权威性。


全国人口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简称INED）
 成立于1945年。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人口的研究；进行人口统计；收集和了解人口的变化；培训有关人口学专业人才；提供人口的情报。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所设置总人口研究室、方法和预测室、历史和医疗人口统计室、精神-社会学室、群体遗传学室、人口经济理论室。

四 科技投入与科技强项

（一）科技投入

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增加对科研和发展的投入，科研和发展经费（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60年为1.3%，1978年为1.66%，1995年为2.30%，2000年为2.18%，2005年为2.13%，2010年为2.30%。从法国科研和发展经费投入的数量看（包括政府和企业），1978年为57.44亿欧元，1995年为275.63亿欧元，2000年为314.38亿欧元，2005年为366.54亿欧元，2010年为446.28亿欧元，年平均增长在3%左右，法国科研和发展的投入在欧盟成员国中仅次于德国，居第二位。在2010年科研和发展投入的总额中，企业科研和发展的投入占60%，其中工业企业科研和发展的投入又占82%，服务业科研和发展的投入占14%。从事科研和发展的工作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2010年有39.3万人。法国科研人员的数量每年平均增长3%，是这几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科技强项

法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拥有许多强项，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从20世纪初至今，近30名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1.自然科学的强项


数学
 法国是数学的故乡之一。法国于17世纪创立了解析几何，于19世纪奠定了微积分学的主要基础。法国于1935年建立了布尔巴基团体（Groupe Bourbaki），每年出版一期《数学原理》丛书，成为世界各国数学书库中必备的巨著。法国在基础数学如数理逻辑、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应用数学如运筹学、信息学、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也很出色。


物理学
 法国在量子光学、原子物理、固体物理和磁力学、流体动力学、微电子材料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化学
 法国在超分子化学、固体化学、高温超导材料合成、芳香化学、药物合成化学、癌症化学疗法、苗疫等方面的研究是强项。


生命科学
 在生物学方面，法国在分子遗传学、免疫学、试管内的基因重组、抗艾滋病疫苗研究、内分泌学等方面都是强项。


农业
 法国从植物和动物生物学角度进行研究，如在试管内培养葡萄、谷物的苗，加快了植物的生长时间。法国引进专门的基因改良植物和动物品种，增强它们的抗病能力，如杂交油菜等。此外，法国还有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技术。


地球学和宇宙学
 法国推进了地震学和地质板块构造理论，利用卫星管理地球资源、通信、气象预报以及从事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


航空航天
 法国为主与欧洲伙伴共同制造的阿丽亚娜火箭和空中客车在技术上是唯一能够同美国的航空航天开展竞争的推进器和飞行器。阿丽亚娜火箭使用液态氢为燃料，其性能安全可靠，成功地获得了国际上发射业务的大部分订单。空中客车A380汇集了法国和欧洲伙伴的最先进的科技。


能源
 能源技术也是法国的强项。法国拥有最先进的核能发电技术和利用垃圾生产电力的技术。法国在科唐坦半岛（Presqu’île du Cotentin）的阿格角（Côtede la Hague）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核废料处理中心。法国处理核废料的专业技术名扬世界，技术输出到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法国核能生产既安全又可靠，既能生产能源又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法国的水电站、火力电站技术也十分先进，特别是使用燃气轮机的电站设备，都输出到许多国家。


陆地交通
 在陆地交通方面，法国拥有世界上12%的专利技术和欧洲22%的专利技术。法国在热力驱动交通工具、同步或异步电力驱动交通工具方面具有技术安全性，制动系统材料的可靠性，信号设备的可靠性，抗噪音技术的先进性。在城市内的交通工具方面，如地铁、有轨电车、自动电梯都在国外承包了建设项目。法国国营铁路公司高速电气列车无论科技含量和速度，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土木工程
 法国在土木工程和公共工程的技术方面也是处于世界先进的行列。在巴黎拉德方斯区有巨大拱顶作为该区现代化高楼建筑群的象征，通往英国的拉芒什海峡地下隧道工程、诺曼底大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北部17公里长的钢索吊桥都是法国土木工程技术的结晶。此外，法国的自来水设施和饮用水的处理技术，以及引水工程技术在国外都享有盛誉。


电子和信息技术
 法国在信号和成像处理、邮电、邮电材料、机器人技术、银行业务电脑化系统、计算机通信技术等方面成绩显著。法国于20世纪80年代发明和在国内推广应用的视频文字终端使法国成为计算机通信的先驱，最新一代的视频文字终端已经作为法国自己的网站与互联网连接。

2.人文社会科学的强项


哲学
 萨特之后的法国哲学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理论形态丰富多彩，与传统哲学的距离越来越大，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交叉性越来越强。主要理论有结构主义运动。它们从具体社会科学领域讨论该学科活动的深层结构，并确认该结构的稳定性和共时性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结构主义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中，也曾经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运动反映了法国哲学的泛文化倾向。它的代表人物是莱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福柯等。另一个是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对20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进行清算，反对形而上学，提倡多元性、非中心论、非统一。


经济学
 法国出现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埃德蒙·马兰沃（Edmond Malinvaud），他们对计划化和分权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阿莱因此获得1988年诺贝尔经济奖。


历史学
 法国的历史学具有坚实的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30年来，法国历史学界出现了许多学派，有费夫尔（Febvre）、布洛克（Bloch）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以及布罗代尔（Braudel）、迪梅齐（Dumézil）等对法国史的研究，从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法国史学界兴起了“通史热”，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综合性的研究，并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文化史、城市史、乡村史、宗教史等。法国历史学界对二战史的研究由于这个时期历史档案的解禁而成果累累。第四共和国、非殖民化以及戴高乐主义也是研究的重点。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再次对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开展激烈的辩论，一些历史学家站在新的高度来重新分析和解释大革命。此外，法国历史学界同时出现对政治史的复归、对心态和文化史的研究、书写被遗忘者的历史（如被社会排斥者、外来移民等）。


社会学
 法国是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的发源地。二战后法国对社会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分支越来越细。20世纪60年代，法国建立了许多有关社会学的研究所，出版了社会学丛书。70年代以来，法国涌现了一批具有首创精神的社会学家如布尔迪厄（Bourdieu）、克罗齐耶（Crozier）等，他们重视用经验的成果来提供理论的依据。与此同时，工业社会学在法国社会学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图雷纳（Touraine）及其代表作《后工业社会》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目前，法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已突破70个，并有进一步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政治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政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哲学。此外，法国学者对政治制度、选举和舆论、政党和政治组织、国际问题的研究都有所建树，出版了许多著作。90年代，法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进入蓬勃的发展时期，研究重点则是各国外交、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关系等。


法学
 法国的法学研究从传统领域（如宪法学、公共自由、比较法等）走向新领域，如生物伦理学、共同体法、信息法等。


人类学
 20世纪60年代，莱维·施特劳斯创立结构人类学理论，提出研究社会中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并把这种结构作为分析的基础。他把这种理论用于对亲属关系制度、原始社会图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人类学界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传统，加强了对地区性理论、短期性假设的研究，并使之与相邻学科融合。


考古学
 法国考古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研究机构众多，研究人员队伍庞大，而且研究领域超出国界，遍及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地中海沿岸、阿拉伯世界、东南亚等地法国考古活动十分活跃，并有重大发现。法国考古学的研究时间跨度则是从史前时期至今。法国考古队在国外平均有200处发掘考古点，因此在考古界影响巨大。

五 科技战略

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法国及时地调整了科技战略。

1.加大对科技研发的规划和投入

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法国国家科研与技术高级理事会紧锣密鼓地进行国家科技管理的顶层设计，促进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法国还成立了“国家科研署”，对官方和民间的科技进行具体的规划。国家科研署每年都要公布一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以及对科技人员的培养和国际交流计划。

法国意识到，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比较少地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在采取财政紧缩和企业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仍然每年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加速科研成果在企业的推广和应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助一把力。所以，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法国的科技投入经常处于发达国家前列。

2.开发可再生能源

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法国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至少提高到占能源消费的23%。法国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来改变法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从对碳的依赖中摆脱出来，向“无碳化”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发展。

3.发展清洁能源汽车

法国大力研究和开发清洁能源汽车，包括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为此，法国政府在资金上给予汽车制造业支持，同时在税收政策上进行减免，从而保证法国几个著名的汽车制造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雪铁龙汽车公司等，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进行研发。目前，法国研发清洁能源汽车的计划已经初见成效，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已经面世。

4.发展数字技术

法国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力度。早在2002年提出“数字共和国”计划，2008年又公布了“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的报告，要进一步实施“雄心勃勃的数字战略”，使数字产业成为法国经济的增长点。

根据计划，法国要大力研发数字技术，普及宽带、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话。法国打算提高在数字信息化方面的国际吸引力，计划在巴黎或其近郊建立一个大型数字化社区，并将巴黎变成一个数字化首都。法国要借鉴他国措施，详细规划这一社区，让法国数字化系统中的各部分形成紧密的网络体系。

5.重视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

法国国家科研署设立了部分主要面向年轻研究人员的非主题类项目，学科涉及生物与健康、化学、数学、物理、农艺与生态、人文与社会、工程科学、信息与通信科学、宇宙以及人口与环境科学等。为了给青年研究人员参与科技研究创造条件，国家科研署明确指出：所有研究人员，只要是优秀研究计划持有者，可不分专业积极参与计划性招标活动。这种方式尤其可以使青年研究人员鼓足勇气，打破顾虑和框框，自己呈递研究计划，争取脱颖而出，中标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6.加强中小企业的科研

法国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以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为了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法国在税收制度和信贷政策上予以政策倾斜。一个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成立后第一年其研发经费的50%可以免税，第二年企业收益的50%也可免税，企业委托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项目也可获得免税。同时，法国还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和法国国家科技创新署等公共机构来促进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并针对法国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的特点，在法国各地都设有技术移转中心、技术创新中心、技术资源中心，推动创新信息的交流，同时，在全国范围配置了1400名技术顾问，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六 国际合作

法国重视国际科技合作，法国还明文规定，一切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对外合作和交流中必须遵循从上游到下游的连续性原则，即从科技交流、人员培训、共同研究到技术转让、经济合作结束。迄今为止，法国与10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科技合作和交流协定。

法国积极倡导和推进欧盟的科技合作，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和欧盟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法国于1985年发起并与欧洲26个国家参与的、包含500个企业和研究机构参加的高科技研究项目的“尤里卡”计划（Urika），迄今已经完成了547个项目，正在进行的项目有600多个。其中法国承担和完成了127项研究项目，排在各成员国榜首。1999年，法国又投入6350万欧元，承担了27个项目，继续排在各成员国的榜首。法国积极参加和推进自1984年以来欧洲共同体实施的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即着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中长期计划。法国在促进成员国的科研合作，克服成员国间的重复研究、浪费资金和势单力薄等弊端，发挥欧洲整体优势方面作出了贡献。

法国加强和深化与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在空间领域、生命科学、海洋研究、空间站、航天飞机、核电技术、医学、信息、科技管理等方面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培养自己的高科技人才，增强本国的科技优势，提高本国工业和经济实力。法国也与日本加强和深化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派遣年轻的科技人员学习日本的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企业管理等先进技术。

法国为了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加强与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关系，通过技术援助、科技合作、技术转让等各种形式逐步地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合作和交流。在非洲，法国主要与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以及南非等国进行科技合作和技术援助。在亚洲，法国重点发展与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科技合作和交流。在拉丁美洲，法国与巴西进行科技和工业合作。

法国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和交流自1978年签订协定以来日益密切。目前，两国的合作和交流包括了所有的科技领域，如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技术、医学、石油、化工、气象、海洋、地质、电子、自动化、核能、农业、通信、交通、建筑、机械、企业管理，等等。每年都在100个项目以上。法国把和中国的科技合作推进到共同研究、共同开发、技术引进、人员培训等。合作和交流的渠道从最初的政府间的合作发展到民间的合作发展，从中央部门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进一步发展到城市之间和地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流。2001年，法国和中国达成协议，互设文化中心，将把两国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推向更高的阶段。

第三节 文学艺术

法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优秀的传统，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时期。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如精美的古代建筑、珍贵的档案和图书典籍等。在世界上，许多人都是通过法国的文学艺术（或文学作品，或绘画，或音乐）认识和崇拜法国的，都在学习法国文学艺术中获得启蒙和吸取人类文化的精髓。法国文学艺术在世界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法国政府的文化与通信部专门负责管理、保护和利用法国文化遗产，发展现代法国文化，促进和推动艺术创作，组织各项文化活动，培养文化和艺术人才，协调有关文化各部门的关系，扩大法国及其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该部下设档案司、博物馆司、图书阅览司、文化遗产司、基金处、音乐舞蹈司、戏剧司和造型艺术司。法国文化与通信部还拥有直属机构国家电影中心和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此外，该部还设有很多咨询机构、专门协会及其所属专业中心。

法国政府推行以下的文化政策：通过立法规定，凡是国家的艺术珍品、纪念建筑、文物遗址和游览胜地等都要实行严格的保护；支持和鼓励自由的创作，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对文艺工作者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积极地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如优先贷款、优先预支稿酬、优先提供图书资料；由国家、地方、学校以及有关的单位和企业培养艺术人员，在社会特别在青年中普及文艺；整理和继承文化遗产，普及、发展和提高文化艺术。这些政策和措施促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关心和爱护文化遗产，探索现代法国文化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人对名门望族和个人家谱的研究形成了“寻根热”，对博物馆、档案馆和古建筑的兴趣越来越浓。

法国文化与通信部的预算2013年达到73.8亿欧元。预算的近半数即35.5亿欧元将用于文化各领域和媒体，其余38.3亿欧元将用于公共视听。预算中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维护和发扬历史遗产、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尤其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加强文化艺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其中，维护和发扬历史遗产的预算约为3.22亿欧元，用于推动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的预算约为3.858亿欧元。

2011年，法国人用于文化消费（包括视听、书籍、报刊、电影、戏曲等）为936亿欧元，占法国人全年消费的8.4%。其中，家庭的文化娱乐开支为333亿欧元。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的文化消费，从而在法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和一大产业，为法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 文学

1.古代文学

法国古代文学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远古年代。但是，公元840年左右首次使用古老法语书写的《斯特拉斯堡誓言》（Serments de Strasbourg
 ）一般被认为是法国古代文学史的起点。公元9～12世纪，法国文学主要是骑士文学，体裁是英雄史诗和颂诗，其代表作是《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
 ）。该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13～15世纪，在新兴的市民阶层中流行新的诗歌、戏剧剧本和散文。16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是人文主义文学，代表作有《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
 ）等。其作者拉伯雷（Rabelais）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17世纪，法国文学界盛行古典主义文学，无论诗歌、散文、戏剧剧本大多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典范。其主要成就是戏剧剧本方面，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的古典主义悲剧，其代表作有《西德》（Cid
 ）；莫里哀（Molière）的古典主义喜剧，其代表作有《吝啬鬼》（Avare
 ）、《伪君子》（Tartufe
 ）等。

2.近代文学

18世纪，法国诞生了启蒙文学。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都是启蒙文学的作家。他们以创作哲理小说为主，如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
 ）和《天真汉》（Ingénu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卢梭的《爱弥儿》（Emile
 ）和《新爱洛绮丝》（Nouvelle Héloise
 ）。狄德罗提倡“严肃喜剧”，打破了喜剧和悲剧的界限，更贴近现实生活。受狄德罗的影响，博马舍（Beaumarchais）创作的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Barbier de Séville
 ）和《费加罗的婚礼》（Mariage de Figaro
 ）至今仍在法国和世界戏剧舞台上久演不衰。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在小说、诗歌和戏剧剧本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小说方面，雨果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悲惨世界》（Misérables
 ）和《海上劳工》（Travailleurs de la mer
 ），大仲马的通俗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Trois Mousquetaires
 ）和《基度山伯爵》（Comte de Monte-Christo
 ），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的田园小说《魔沼》（Mare au diable
 ）、《孔叙埃洛》（Consuelo
 ）特别受人青睐。在诗歌方面，雨果的《东方集》（Préface des Orientales
 ）和《惩罚集》（Chatiments
 ），拉马丁的《沉思集》（Méditations Poétiques
 ）、《新沉思集》（Nouvelles Méditations Poétiques
 ）都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在戏剧剧本方面，雨果的《欧那尼》（Hernani
 ）也打上了浪漫主义的烙印。

19世纪上半叶，法国诞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新文学流派，如司汤达的《红与黑》（Rouge et le Noir
 ）和《帕尔默修道院》（Chartreuse de Parme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
 ）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私人生活、巴黎生活、外省生活、军队生活、农村生活和政治生活，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梅里美（Mérimée）的《卡门》（Carmen
 ）和《高龙巴》（Colomba
 ）、小仲马（Dumas fils）的《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
 ）、中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的《羊脂球》（Boule de Suif
 ）和《一生》（une Vie
 ）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腐败。

19世纪末，法国还产生了巴黎公社文学，如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International
 ）。自然主义流派的左拉创作的《鲁贡-马卡尔家族》（Rougon-Macquart
 ），是继《人间喜剧》之后的长篇巨著，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Assommoir
 ）、《萌芽》（Germinal
 ）等，反映了法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如兰波（Rimbaud）、马拉梅（Mallarmé）等象征派诗人，科学幻想小说家韦尔纳（Verne）。

3.现代文学

20世纪初，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家有罗曼·罗兰和阿纳托勒·法朗士（Anatole France）。前者著有《让-克里斯托夫》（Jean-Christophe
 ），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长篇巨著；后者著有《企鹅岛》（Île de Pingouins）和《诸神渴了》（Dieux ont soif
 ），是具有强烈讽刺性的作品。

一战后，法国文坛上出现许多思潮和流派。最先是产生了达达主义文学流派，它否定一切传统的写作技巧，企图以文字堆积的方式进行创作。之后，达达主义演变成为超现实主义，认为可以不用任何艺术和思维的定式，把梦幻中看到和体验到的一切绝对真实地写下来。这些超现实主义文学家大多是法国年轻的作家，如布勒东（Breton），他们写过一些别具一格的作品。到30年代末，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盛行起来。在这期间，法国主要的作家有普鲁斯特（Proust）、马尔罗、萨特、吉德（Gide）、阿拉贡（Aragon）等。普鲁斯特是法国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之一，著有长篇小说《追忆消逝的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马尔罗著有《人类的处境》（Conditions Humaines
 ），吉德著有《伪币制造者》（Faux-Monnayeurs
 ），萨特著有《恶心》（Nausée
 ）、《墙》（Mur
 ）等小说，阿拉贡著有《巴勒的钟声》（Cloches de Bale
 ）、《高等住宅区》（Beaux Quartiers
 ）。

二战中，法国诞生了抵抗文学。许多作家如阿拉贡、马尔罗等积极参加抗德斗争，并化名在地下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揭露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暴行，激发人民的抗德热情。在这期间，存在主义文学继续活动，如加缪（Camus）创作了《局外人》（Étranger
 ）。此外，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于1942年出版的童话小说《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风靡世界，被译成270种文字和方言，至今全球发行量达1.45亿册。

4.当代文学

二战后，法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国家，从一个侧面证明当代法国文学在西方和世界文坛上依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法国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二战后至50年代中期。抵抗文学继续存在并出版了大量的作品，揭露法西斯的罪恶，颂扬抗德的英雄和人民，对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有很大的影响，如阿拉贡的六卷长篇小说《共产党人》（Communistes
 ）。存在主义文学依然风靡一时，如萨特的《理性的年代》（Âge de Raison
 ）、《境地》（Situations
 ）等，加缪的《鼠疫》（Peste
 ）。加缪因《鼠疫》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此外，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传统小说、戏曲和诗歌也出现了不少的作品，如战前的老作家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Voix du Silence
 ）。保持古典主义风格的传统戏剧剧本有萨特的《肮脏的手》（Mains Sales
 ）和《可尊敬的妓女》（Putain Respectueuse
 ）等。

（2）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也被称为“现代性文学”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文坛上多种思潮和多样流派并存，新一代作家不断地涌现，但由于没有哪种流派占主导地位，故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和创作手法都与过去不同，都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新小说流派认为艺术形式是最根本的，如纳塔莉·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及其作品《天象仪》（Planétarium
 ）、《黄金果》（Fruits d’Or
 ），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及其作品《风》（Vent
 ）、《草》（Herbe
 ）等，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及其作品《橡皮》（Gommes
 ）、《金三角的回忆》（Souvenirs du Triangle d’or
 ）等。在诗歌方面，法国出现了现代派，如被称为人民诗人的普雷韦（Prévert）著有《歌词集》（Paroles
 ）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戏剧剧本方面诞生了新的先锋派剧本或称之为荒诞派剧本，如萨米埃尔·贝凯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
 ）和《最后一局》（Fin de Partie
 ）、欧仁·约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犀牛》（Rhinocéros
 ）、《饥与渴》（Soif et la Faim
 ）等。先锋派剧本主要表现人和世界的荒诞性。

（3）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后现代性文学”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文学家开始怀疑自我封闭式的创作，采取兼收并蓄的立场，逐渐恢复某些传统：一些作家向现实主义靠拢；而一些作家开始创作自传小说；另一些作家热衷寻根，恢复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还有的作家笃信宗教和写宗教作品。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发表的《阿戈尔城堡》（Chateau d’Argol
 ）说明他已从荒诞小说家向传统主义的创作方法转变。玛格丽特·迪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自传体小说《情夫》（Amant
 ）在她于1996年死后终于被广大读者接受。在新一代法国作家中，有许多是多才多艺并已经成名，作品累累，如菲利普·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埃里克·奥塞纳（Erik Orsenna）等。

二 电影与戏剧

1.电影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吕米埃兄弟（Lumière）在格朗咖啡馆（Grand Café）首次放映了用胶片拍摄的活动电影，轰动了整个巴黎。这个日子成为电影诞生的标志，法国也成为第七艺术的摇篮。1897年，梅里哀（Méliès）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自此以后，电影逐渐成为法国文艺的主要形式。

一战前后法国电影业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的竞争走向萧条。为了重振法国电影，电影评论家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发起组织电影俱乐部的运动﹐并以他为中心创立了一个电影流派——印象派。他们不注重影片的故事情节，着重于气氛的创造。他们摄制的影片一般具有以下特点：诗意的画面﹑强烈的表现力﹑以风景或背景作为影片中重要角色﹑自然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表现手法或象征主义的比喻手法，如《无家可归的女人》。印象派电影对20年代现实生活所持有的直率的感觉方式实际上是对法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继承，从而开创了法国电影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为主题的先锋派电影成为法国影坛的新潮。其代表人物有导演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等。达达主义的电影没有主题﹐没有情节﹐纯粹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追求奇异效果的怪诞表演。超现实主义电影强调潜意识和心理分析﹐表现梦幻世界﹐追求诗意和强烈的效果。他们的代表作有《幕间》（Entr’acte）《诗人的血》（Sang d’un Poète）等。

20世纪30年代，法国电影复苏并得到较大的发展。它形成了一个称为“诗意现实主义”的流派，即梦或幻想与现实世界结合在一起﹐自然主义的文学传统与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手法结合在一起﹐充满诗意的画面（特别是大自然的景象）和现实生活的景象或社会底层的生活情景结合在一起。对影片主题的重视﹐对人物性格的着意刻画﹐使他们的影片常带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导演雅克·费代（Jacques Feyder），其代表作是《一个过渡》等。

二战后，法国电影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体制，从而使电影业有了较大的发展。60年代，法国电影受“新浪潮”和“左岸派”的影响，主要以娱乐片和色情片为主，如《漂亮的塞尔日》（Beau Serge
 ）、《广岛之恋》（Hiroshima，mon Amour
 ）等。著名的导演有特吕福（Truffaut）、戈达尔（Godard）等，著名的演员有布丽吉特·巴多（Brigitte Bardot）、伊夫·蒙唐（Yves Montand）、阿兰·德隆（Alain Delon）等。“新浪潮”中产生了一个流派——“作家电影”，它重视剧本和导演手法﹐注重细节的描写﹐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在人们对战争的灾难、原子弹的威胁和对世界的荒谬反应中寻找题材。

20世纪70年代，法国电影受到电视和美国电影进口的冲击又进入萧条。为了重振昔日的雄风，法国政府对电影业采取扶植政策，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电影管理体制。法国文化与通信部所属的全国电影中心代表国家制定具体的办法和采取措施，如增加对电影业的资助（电影院门票收入1/5作为税收上缴后资助电影业），在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出口方面给予优惠，规定美国电影放映的比例，同时电视台和一些同文化机构有关的私人公司也提供资助，从而使法国电影从90年代开始走出低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电影流派缤纷，各自探索不同的表现手法，并开始注重现实和情节。在众多的导演中，其作品个性化比较突出的有贝特朗·塔韦尼耶（Bertrand Tavernier）及其影片《乡村的一个星期天》（Un Dimanche à la Campagne
 ）等、贝特朗·布利耶（Bertrand Blier）及其影片《冷餐会》（Buffet Froid
 ）等。高品位影片的导演有让-保罗·拉珀诺（Jean-Paul Rappeneau）、克洛德·贝里（Claude Berri）及其影片《萌芽》（Germinal
 ），深受法国人的欢迎。喜剧影片的导演如若西亚纳·巴拉斯科（Josiane Balasko）、米歇尔·勃朗（Michel Blanc）、让-马里·普瓦雷（Jean-Marie Poiré）等，让-马里·普瓦雷代表作有《参观者》（Visiteurs
 ）在1993年获得好评。还出现了新浪漫主义电影，其代表作是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导演的《熊》（Ours
 ）、《情夫》（Amant
 ），吕克·贝松（Luc Besson）导演的《尼基塔》（Nikita
 ）等，这些影片在表现浪漫主义情调的同时，寄托了一种回归传统人性观的道德理想。此外，新一代导演仍在不断涌现，如奥利维耶·阿萨亚（Olivier Assayas）、萨米埃尔·邦谢特里（Samuel Benchétrit）、纪尧姆·卡内（Guillame Canet）等。今天的法国明星有热拉尔·德帕尔迪厄（Gérard Depardieu）、安德烈·迪索利耶（André Dussollier）、樊尚·卡塞尔（Vincent Cassel）、伊莎贝尔·阿贾尼（Isabelle Adjani）、让·雷诺（Jean Reno）、塞德里克·克拉皮斯（Cédric Klapisch）、安娜·穆格拉莉丝（Anna Mouglalis）、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等。

2012年，法国生产了279部影片，在法国本土的市场占有率为40.2%。2013年，法国拥有2031家电影院和5465个放映厅，在欧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四。法国所有的放映厅，包括巡回影院都完成数字化，从而使法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影院数字化的国家。2012年，法国电影观众为2.04亿人次，超过近10年来的年平均水平。法国人每人年均看电影3.4次。

2.戏剧

法国9世纪开始出现戏剧，主要有宗教剧和世俗剧两种戏剧形式。15世纪，法国戏剧行会纷纷出现，推动了世俗戏剧的发展。15～16世纪，宗教戏剧日渐式微，从而出现了以喜剧为主的市民戏剧与贵族文人戏剧的分化。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占主导地位，高乃依是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1625年左右出现巴洛克喜剧，以滑稽怪诞著称，反映了市民个性解放的观点。莫里哀是古典主义时期现实主义喜剧的创建者。他既是剧作家、剧团经理，又是导演、演员。他创作了几十部喜剧。以狄德罗和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戏剧的共同点是借笔下人物直接传播启蒙思想，而博马舍喜剧的出现意味着古典主义喜剧向资产阶级喜剧的过渡业已完成。这一时期，巴黎的重要剧院有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和喜歌剧院。舞台上的一项重大变化是：自中世纪宗教戏剧演出沿用下来的并列置放布景被取消，改为按幕按场改换布景。舞台机械装置有所发展，灯光照明亦有改进。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戏剧占据戏剧舞台。浪漫主义戏剧要求创作自由，强调个人感情，借历史传统题材反映社会现实。浪漫主义戏剧代表作家是雨果等。伴随着浪漫主义戏剧的发展，导演出现了。画家、服装设计家为使演出更接近于真实也作出了贡献。浪漫主义戏剧还对歌剧、芭蕾舞剧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戏剧领域产生了各种流派、思潮。尤其是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神秘主义对法国戏剧影响最为突出，在表演和导演方面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以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为首的一批导演和演员通过舞台艺术实践作出重大贡献。安托万于1887年创建的自由剧院强烈地追求真实，他的全面革新是从舞台实践的各个方面用各种形式进行的。吕湼-波厄（Lugné-Poe）于1893年创办的“作品剧院”（Théâtre de I’Oeuvre）主要成就是向法国观众介绍了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戏剧。还有，对超现实主义、现代黑色幽默派以及荒诞派戏剧均有影响的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以闹剧《于比当大王》（Ubu Roi
 ）闻名于世。

二战后，法国戏剧的新思潮和新流派不断涌现，形成一个多元共存、互相碰撞、互相吸收的局面。著名导演让·维拉尔（Jean Vilar）领导的大众化的、民族的戏剧，与原有的传统节目（即古典剧目）并存。20世纪60～70年代，法国诞生了大量的现代剧种，如生活戏剧、荒诞戏剧、边缘戏剧、咖啡戏剧等，反映了法国各种文艺流派和思潮。荒诞剧又称为反戏剧，其代表作有《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
 ）等。与此同时，法国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导演，如安托万·维泰（Antoine Vitez）。他虽然于1990年早逝，但培养了新一代演员，都能够承担起从莫里哀到雨果、从阿拉贡到克洛代尔（Claudel）剧本的演出任务。

20世纪80年代，法国剧作家的阵容越来越庞大，每年都有10多部新作品问世。戏剧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倾向更加突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戏剧主体革新形式，在实验室上演，导演和剧作家轮流担当主角和配角，故事情节似有若无，观众可有可无，重要的是要实现“戏剧理想”：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人类心灵的运行轨迹，从而使当代法国戏剧成为耐人寻味的“文学魔术”。

目前，法国拥有国家级戏剧中心42个，常规的演出公司170个，接受津贴的演出公司398个。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的演出公司增长了3倍，已经超过千个大关。每年大约演出5万场戏，定期观众约为800万人次。法国每年都举办国内或国际戏剧艺术节，达十几个之多，最著名的有阿维尼翁戏剧节和南锡世界戏剧节。

法国拥有六个国家级的剧院：在巴黎有法兰西喜剧院、奥代翁欧洲剧院（Odéon，Théâtre de I’Europe）、夏乐宫国家剧院（Palais de Chaillet）、巴士底歌剧院（Opéra de la Bastille）、东巴黎人剧院。外省有马赛国家剧院和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法兰西戏剧院专门演出保留的古典节目和当代最优秀剧作家的作品。此外，法国还拥有众多的私营剧院，仅在巴黎就有近60家。

三 音乐与舞蹈

1.音乐

中世纪，法国音乐的主要形式是歌唱，文艺复兴时期则是歌谣，17世纪出现了以悲歌剧为主的音乐和歌曲，18世纪转变成喜歌剧的音乐和歌曲。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诞生大量的音乐和歌曲，如工兵上尉鲁热·德·利勒（Rouget de Lisle）于1792年4月26日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马赛曲》（Marseillaise
 ），鼓舞着革命人民向专制君主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专业作曲家戈塞克（Gossec）创作了20多部交响曲，对以后法国音乐和交响乐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歌剧方面，出现了歌颂英雄的“拯救歌剧”。

19世纪，法国音乐进入繁荣和缤纷的时期。柏辽兹（Berlioz）是标题音乐创作的浪漫派作曲家，著有《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
 ）等交响乐。德彪西（Debussy）是印象主义音乐的创始人，著有《大海》（Grande Mer
 ）等。比泽（Bizet）的《卡门》，标志着法国现实主义歌剧的诞生。在巴黎公社时期，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于1888年谱写了《国际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传世之作。

20世纪初，巴黎成为世界音乐创作中心。法国音乐呈现丰富多彩，不断创新的景象。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和由著名的青年作曲家组成的“六人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乐坛上是耀眼的明星，他们一反印象主义流派的创作方法，崇尚通俗、轻快和简单的音乐，但缺乏深刻的内涵。奥利维耶·梅西昂（Olivier Messiaen）把本国和外国的音乐、大自然和宗教结合起来，创作出富于灵感和理论思考的作品，从而推动了法国当代音乐的发展。此外，30年代电子合成音乐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发展。

二战后，梅西昂的学生皮埃尔·布莱（Pierre Boulez）在老师的影响下发起和推广奥地利作曲家创造的12音列音乐，从而形成了以布莱为首的12音列音乐学派。与此同时，法国其他形式的音乐，如电声音乐、摇滚乐、爵士乐、源于阿尔及利亚的通俗音乐、吟快板（以快节奏念出歌词）等都受到听众的欢迎。自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音乐如同法国文学发展趋势一样，开始了“复古”，推崇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即用最简单的乐器演奏16～18世纪中叶的作品。近几年来，歌剧重新受到法国音乐爱好者的青睐。

目前，法国有4300所音乐专门机构，其中著名的有凡尔赛巴洛克音乐中心、国家歌曲和综艺遗产中心、国家爵士乐中心、摇滚乐信息中心。法国有100多所各种类型的音乐院校，学生约有50万人。法国还有14个交响乐团，约3000个小型乐团。法国拥有2万多名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每年举办250次音乐、歌剧和舞蹈会演。最著名的有巴黎交响乐团、巴黎歌剧院乐团。1988年落成的巴士底歌剧院安装有最现代化的设备，拥有2700个座位。法国还经常举办各种音乐比赛，其中著名的有每年一届的巴黎国际音乐比赛。

2.舞蹈

芭蕾是来自法语的ballet的译音。16世纪以来，法国王宫每逢节日或宴会都要举行舞剧表演。18世纪上半叶，芭蕾逐渐从歌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节目。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诞生了第一部以现实主义为题材的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Fille Mal Gardée
 ），第一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普通农民的形象。19世纪，法国芭蕾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产生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作品。

20世纪，法国的芭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些新的剧目。特别是二战后，诞生了一些著名的编导，开拓了新的芭蕾艺术领域，如马兰（Malan）及其作品《灰姑娘》（Cendrillon
 ）。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舞蹈已经突破了古典与现代的严格划分观念，长期保留优秀的传统和自己舞蹈风格的巴黎歌剧院芭蕾在世界闻名的舞蹈大师克洛德·贝西（Claude Bessy）的推动下也起了变化。近20年来成立的新舞蹈团不断地推陈出新。莫里斯·贝雅尔（Maurice Béjart）以自己的风格创造了舞蹈新天地。90年代的法国舞蹈新风格通过出国访问或举办国际舞蹈比赛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国著名的芭蕾舞团有香榭丽舍芭蕾舞团、巴黎芭蕾舞团和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等。

此外，法国还拥有民间舞蹈，特别是地方民间舞蹈，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

四 美术与雕塑

1.美术

法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世纪，法国绘画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圣经故事、宗教人物是画家们的主要表现对象。17～19世纪，法国绘画艺术经历了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印象主义的创作演变过程，产生了许多流派，涌现了相当数量的世界闻名的绘画大师，创作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的历史画、肖像画、宗教画、风俗画、风景画和静物画。作品以油画为主，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这几个世纪法国的政治、社会和历史。这个时期的著名画家有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及其代表作《阿尔卡迪的牧人》（Bergers d’Arcadie
 ）、大卫（David）及其作品《马拉之死》（Marat Assassiné
 ）；浪漫主义绘画主将德拉克鲁瓦（Delacroix）及其代表作《自由引导着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这幅宽3.25米、高2.6米的巨幅油画展现了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雄伟场面，创作出现代法国美术史上第一幅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优秀革命作品；此外，还有现实主义绘画代表人物米勒（Millet）、印象主义绘画代表人物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等，不一而足。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巴黎成为世界各国画家荟萃之地，法国成为现代绘画艺术各种流派诞生的源头：正是在巴黎的蒙马特尔（Montmartre）和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地区的绘画工作室里，涌现了从“立体派”到“野兽派”、从“抽象派”到“超现实主义”、从“现代派”到“传统派”，总称为“巴黎派”，毕加索（Picasso）则是该派的领袖。他一生经历了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流派。他死后留下油画1800余幅和素描7000余幅，对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影响极大。此外，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是印象主义画派的先锋，保罗·塞尚是“现代美术之父”，马塞尔·迪尚（Marcel Duchamp）超现实主义画派，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则是野兽派的代表。

20世纪50年代后，“造型派”（在油画中借用广告画）、“几何抽象派”或“线条派”在法国绘画界引起了一场革新。此时，巴黎作为造型艺术先锋的头衔已让位给美国的纽约，但是美术创作活动依然十分活跃，产生了许多在国际上享有名声的新一代画家及其作品，如达尼埃尔·比朗（Daniel Buren）、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塞萨尔（César）等。为了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法国政府建立国立法兰西美术学院，并设置助学金，大力培养美术人才；建立美术成就奖，奖励有创新的画家；创立激励基金以便资助画家举办个人画展或出版个人画集。

此外，法国的壁画和漫画也在世界美术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2.雕塑

法国的雕塑艺术如同绘画艺术一样源远流长。18世纪以前，法国雕塑基本上与建筑结合在一起，成为建筑物的附属品。18世纪下半叶，法国雕塑从建筑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在历史上，法国雕塑如同建筑艺术形式一样，在各个时期受到巴洛克、罗可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作为古典主义雕塑的代表人物的乌东（Houdon）创作了一大批雕塑像，特别是历史名人的雕塑像，如《伏尔泰》《莫里哀》《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

19世纪，浪漫主义雕塑大师弗朗索瓦·吕德（François Rude）在巴黎凯旋门上创作了《马赛曲》（Marseillaise
 ）浮雕。19世纪30年代，罗丹（Rodin
 ）把法国雕塑艺术推向顶峰，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雕塑作品，如《思想家》（Penseur
 ）、《巴尔扎克》（Blazac
 ）。在巴黎，许多建筑特别是古代建筑，如凡尔赛宫、卢浮宫、先圣祠（Panthéon）和巴黎圣母院等都有琳琅满目的雕塑，从而使这些建筑成为十分完美的艺术品。在公园、庭院、道路两旁、广场、塞纳河桥上都耸立着琳琅满目的雕塑，令人目不暇接。

二战后，法国雕塑进入了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时期，除了传统的石雕、木雕外，还创造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形式，如集合艺术、废品雕塑等。诞生了新一代雕塑家，如塞萨尔、阿尔曼（Arman）、路易·迪朗（Louis Durand）等。路易·迪朗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在新概念的基础上发挥想象，重塑新的日常生活雕塑形式。他致力于把现代科技和新材料运用于当代雕塑艺术中，保留了幽默、娱乐性、青春本色与激情。

法国政府为了扶植雕塑艺术，给予艺术家们创造施展才华的条件，规定城市及其建筑必须以雕塑、壁画等进行装饰，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补贴。法国政府在对历史建筑重新改造时吸收雕塑家参加。正因为如此，法国城市及其建筑充满艺术家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品味。

五 文化设施

法国还拥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1200座，国家级的博物馆34座，珍藏着400万件艺术品。在文化之都巴黎市区的国家和市属博物馆就有80多家，其中国家级的博物馆15座。

雄踞榜首的自然是卢浮宫。它以收藏的40多万件重要的艺术珍品闻名于世：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珍品，其中《维纳斯女神》（Vénus
 ）雕塑以其神态优美动人、雕刻技巧之精妙给人无限的遐想；有古代东方艺术珍品；古代埃及艺术珍品；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艺术珍品；14～19世纪法国和欧洲国家著名的各种流派绘画作品，其中《蒙娜·丽莎》的“神秘的、永恒的”微笑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无穷的回味。

除此之外，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是大众文化活动的场所，其所属的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e d’Art Moderne）收藏现代艺术珍品。奥尔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收藏19世纪下半叶的艺术珍品。凡尔赛宫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大量珍贵的肖像画、雕塑、巨幅历史画和其他艺术珍品。还有罗丹博物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萨莱大厦的毕加索博物馆、民间艺术博物馆、国家戏剧艺术博物馆等。还有军事、海军、人文、自然、技术、海洋、钱币、邮政、广播、时装、电影、乐器、钟表、眼镜等博物馆。在法国外省，1998年开幕的里昂美术博物馆拥有6300件展品，仅次于卢浮宫。总之，法国的博物馆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争奇斗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积极发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在全国各地都建有“文化之家”“文化活动中心”“青年与文化之家”等。“文化之家”和“文化活动中心”有近百个，它们既是文化艺术创作之场所，又是群众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基地。全国有“青年与文化之家”1000个以上，它们经常举办各类讲座和学习班、歌舞晚会、电影晚会、文化展览等。大型演出一般在露天广场或多功能体育馆内举行。在巴黎，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所在的广场是音乐演奏、杂耍等群众艺术表演之地，圣心大教堂旁边的蒙马特尔广场是露天大画室。

法国的图书馆很多。除了学校的图书馆外，市立图书馆就有3000家。在巴黎，最大的图书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拥有3000万书籍，其中包括40多万份期刊，30多万卷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手稿。过去，该图书馆为专业人员服务，1996年起对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借阅、复印。蓬皮杜国家文化与艺术中心内设“公共参考图书馆”，拥有30万卷开架书籍、1万张唱片，以及各种电影和录像。读者可以随意翻阅图书和观看电影或录像。每个省都设有一个外借图书馆，并在全国各地设立21000个借阅点，其中17000个为固定点，4000个为流动点，由流动图书车进行服务。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设施、文化遗产和实行文化普及教育，法国近年推出如下的新措施：第一，巴黎和外省的100处文化古迹，从1999年10月3日起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向公众免费开放（夏季除外）。第二，从2000年1月1日起，包括卢浮宫在内的34个国家级博物馆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向公众免费开放（凡尔赛等每年4～10月旅游旺季除外）。第三，从2000年1月1日起，国有历史古迹向18岁以下青少年免费开放。第四，从2000年1月1日起，国立戏剧院每周四的演出票价统一实行优惠价。该项措施准备扩大到国家和地方共同资助的剧院系统。为了兑现上述措施，法国文化与通信部给予博物馆、剧院和文化古迹单位一定数量的补贴。

第四节 体育

一 体育概况

二战前，法国是体育强国之一，在世界近代体育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法国教育家和历史学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者，对推动世界体育的发展有重大历史功绩。他发起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亲自主持制定国际奥委会章程、奥林匹克会徽、奥林匹克会旗。他在1896～1925年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因此，顾拜旦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正是在顾拜旦的“体育兴国”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激励下，法国在二战前举办过第2届和第8届夏季奥运会以及第1届冬季奥运会。法国在这两届夏季奥运会上分别获得总分第1名和第3名。二战前，法国体育运动一直处于世界前6名。

二战后，法国在恢复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经济的同时，也在重振法国的体育运动。20世纪50～60年代大规模建设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从而为发展法国的体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法国还于1968年和1992年举办过两届冬季奥运会，1998年举办过足球世界杯比赛，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法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约有3/4的男性和1/2的女性经常从事某项体育锻炼，即平均每4个法国人中，有1人经常参加锻炼。法国人喜爱足球、橄榄球等集体体育项目，也喜爱滑雪、滑冰、赛艇、网球、高尔夫球等竞赛体育项目，还有些法国人嗜好探险或冒险性体育项目，如自行车越野、远足、登山、滑翔等。法国家庭用于体育的年开支平均占全年文化、娱乐开支的10%。法国被称为“爱好体育的国家”。

正因为体育运动在法国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基础，所以在体育运动中涌现了许多优秀人才，在国际体育项目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在2012年的伦敦第27届奥运会上，法国获得34枚奖牌，其中金牌11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奖牌数名列第七位。法国在足球、田径、帆船、柔道、击剑、汽车等国际比赛项目中都有强项，都能出最好的成绩。

为了提高体育运动水平，近年来，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国家关于发展体育的各项政策法令，健全政府体育机构，加强学校体育和业余训练，改组体育学院，把高水平运动员（即国家队）的训练放在法国国家体育运动学院，使训练、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举办国际性体育比赛，开展国际体育交流。

二 体育体制与体育组织

1.体育体制

法国体育实行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在官方方面，青年与体育部是法国官方管理体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该部下设办公厅和4个司、处：①青年与社会教育活动司。②体育运动司。③行政管理处。④设备总务处。法国青年与体育部任命各地区和省的青体部领导人。省以下设有专门的体育行政机构，每个市都有1名副市长专管体育工作。

在民间方面，最高的机构则是“全国奥林匹克和法国体育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Olympique et Sportif Français，简称CNOSF）。它领导和管理单项运动联合会。单项运动联合会领导各体育协会，管理1600项比赛许可证持有者，其中一半属于奥林匹克比赛项目的许可证持有者。体育协会下设俱乐部。

青年与体育部同全国奥委会和法国体育委员会一起进行统一规划和领导，组织建设大型体育场馆设施，举办各种体育运动比赛。地方政府（主要是省和市镇）和民间团体可以开办各类体育设施和体育运动。

为了弥补体育经费的不足，法国建立体育基金会，通过该基金会发行体育彩票、社会捐助等筹集经费。

2.体育组织

法国拥有许多不同等级的体育学校和体育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家体育和身体训练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u Sport de I’Expertise et de la Performance，简称INSEP）。国家体育和身体训练学院创立于1945年，1976年搬迁到巴黎东郊万塞讷树林（Bois de Vincennes），法国全国运动训练中心并入其中。该学院专门培养参加奥运会、世界级锦标赛、欧洲体育比赛的运动员。其建筑面积有80000平方米，可开展38个运动项目，包括田径、划船、羽毛球、自行车、骑马、击剑、美式足球、体操等，其中28个项目为奥运项目。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法国所获得的37枚奖牌中，出自该学院的运动员就占了20枚。每年，法国体育协会和体育项目联合会都输送一批有培养前途的运动员到这里进修，以便进一步提高。

2011年，由青年与体育部资助的单项运动联合会就有150个，其中主要有：法国足球联合会、法国网球联合会、法国自行车联合会、法国马术联合会、法国柔道联合会、法国篮球联合会、法国排球联合会、法国乒乓球联合会、法国橄榄球联合会、法国高尔夫球联合会、法国潜水联合会、法国游泳联合会、法国田径联合会、法国滑冰联合会、法国滑雪联合会、法国体操联合会、法国独木舟联合会、法国地滚球联合会、法国滑翔联合会等，不一而足。

三 体育设施与体育项目

1.体育设施

法国不仅学校体育设施非常完备，而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也很到位。其中，最著名的体育设施法兰西体育场（stade de France）、韦洛德隆体育场（stade de Vélodrome）、罗兰·加洛斯体育场（stade de Roland Garros）。

法兰西体育场位于法国巴黎市郊的圣但尼，是一个多种用途的大型运动场地，可容纳8万名观众。球场是为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而兴建，并曾作为1998年世界杯决赛场地。法兰西体育场主要用于足球、橄榄球和田径比赛，也可举办大型音乐会和各类大型演出。体育场的看台下部（2.5万个座位）可以移动。当进行田径比赛时，只要把下、中部之间的平台降下去，下部看台就可向后退15米，露出田径跑道和跳跃运动场地。这部分看台就像装在一部大滑轮车上，可以推前推后。活动看台的底部装有气垫，以保护跑道。为了场内安全，全场看台划分为4个区，每1000个座位有一道隔离道，观众须按票上指定的入口进场。按照目前的设计，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场内观众可在15分钟内疏散到安全地方。

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在巴黎西部，以在一战中为国捐躯的空中英雄罗兰·加洛斯的名字命名。该体育场共有23个场馆，最大的中央球场最多能容纳15059人同时观赛。每年法网国际大满贯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此外，巴黎还有顾拜旦体育馆、王子体育馆等。

2.主要体育项目

在法国各项体育运动项目中，足球、环法自行车比赛、滑雪、网球、赛马、国际汽车比赛最受法国人的关注和欢迎。

足球是法国人参与最多和最受欢迎的运动。法国是国际足球联合会发起国之一，又是世界杯足球赛和欧洲杯足球赛的创始国。二战后，随着法国足球运动的日益普及，法国国家足球队的水平也在提高，在国际足球赛中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1998年，在法国举办的第16届世界杯足球赛中，法国队在与巴西队争夺冠军的决赛中，以3比0的大比分击败了对手，荣登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宝座。接着，法国国家足球队又于2000年捧得欧洲杯足球赛冠军，2001年夺得洲际足球赛冠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时间，“蓝色”（法国足球队蓝色队服）浪潮席卷了全球。二战后，法国著名的足球明星是70年代的普拉蒂尼（Platini），90年代的齐达内（Zidane）和亨利（Henry），现在是里贝里（Ribéry）和本泽马（Benzema）。

骑自行车也是法国人喜爱的运动之一。从1903年7月1日开始举办环法自行车比赛（Tour de France），每年都举行一次。比赛路线大体上是沿着法国六边形国土环绕一周，约有4000公里。环法自行车比赛吸引了世界各国高手前来参加，具有国际性。在比赛期间，法国人沿途夹道观看和欢迎，其场面十分壮观。在比赛中，穿黄色领衫的运动员为总成绩第一，绿衫运动员是冲刺积分第一，圆点衫运动员是爬坡积分第一，白衫运动员是最年轻参赛车手。2013年是环法自行车比赛100周年，其比赛规模超过历届。

法国网球公开赛简称“法网”（Internationaux de France，简称Roland-Garros），1891年开始创办，1925年成为国际性的网球大满贯赛事。它每年5月和6月之间在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举行。该网球场是红土球场，标志着红土赛事中的最高荣誉。由于红土场地球速较慢，且男子单打比赛采用五盘三胜制，因此参加比赛的选手需要有超群的技术和惊人的毅力。每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都会吸引众多著名的球员参赛。

达卡拉力赛（Rallye Dakar，简称Dakar），从法国一路横跨到非洲，不过由于主办单位无法保证在非洲境内赛段的安全，因此，从2009年开始移师到南美洲举行。达卡拉力赛堪称全球难度最大的赛事之一，在超过8000公里的赛事中，选手们必须通过恶劣的地形、气候等种种考验，才能完成比赛，比赛分成摩托车组、汽车组以及卡车组，虽然名称是拉力赛，不过大部分的赛段都是远离公路的，需要穿过沙漠、河流、泥浆地、草丛以及岩石等艰难的路段，每天大约要跑700公里，对选手的身心都是一大考验。

滑雪是法国人冬季喜爱从事的一项体育运动。每年冬天假期，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背着雪橇到阿尔卑斯山和其他滑雪场地开展滑雪运动。正是在群众性滑雪运动的基础上，法国涌现了许多滑雪好手，并在国际滑雪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四 国际体育交流

法国每年都要举办国际性体育比赛，开展体育交流。除了最著名的环法自行车比赛、法网公开赛、达卡拉力赛外，每年还举办其他的体育赛事。例如，2013年5月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巴黎举行，24小时不间断摩托车比赛等，2013年6月的首届国际体育摄影节在法国南部城市纳博讷（Narbonne）举办等。法国举办国际性体育赛事，促进了国际体育交流。

此外，国家体育和身体训练学院与40多个国家开展体育交流，并接受外国留学生前来进修。法国许多城市的体育院校和体育协会，也积极地与许多外国体育院校和体育组织建立关系，开展体育项目的培训与交流。

法国体育协会重视东方和亚洲的传统体育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体育，积极地吸收东方和亚洲的传统体育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因素。法国先后主办过首届（2005年）和第二届（2011年）国际太极拳集体演练、对抗竞技交流大会。进入21世纪，法中两国体育界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在篮球、手球、马术、击剑、攀岩、国际象棋、武术、射击、体操等20多项目举办训练班和组织体育专家交流会议，共同提高两国体育运动水平。

第五节 新闻出版

一 新闻出版简史

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同法国封建专制斗争中，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口号，同时为传播革命思想和制造革命舆论创造条件。

法国大革命伊始，法国政治活动家米拉博（Mirabeau）立即向三级会议呼吁：“让你们法律的第1条永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踞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限制。假如丧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正是这些革命活动家高举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大旗，推动当时的议会通过许多有关保障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法律和法令，《人权宣言》第11条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关于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法律和法令犹如洪水，冲破了封建法规的禁锢，报纸、期刊、书籍和宣传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

此后一个多世纪，凡实行大资产阶级专政或独裁，都对言论和出版进行严格的限制，或者干脆取消出版和言论自由，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严密控制报刊的出版。第三共和国建立后，1881年7月29日通过了《新闻自由法》。《新闻自由法》解除了出版的保证金制度，规定只需向警方申报便可以办报；公民有权建立出版社、经营出版事业和新闻事业、从事出版和新闻活动、自由地从事记者职业。这就基本上结束了一个多世纪对法国出版和新闻的严密控制，使法国报刊大量地涌现出来，书业也繁荣起来。同年，法国报业集团颁布了《记者公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出现的新报刊达60多种之多。1922年，巴黎建立了第一家私人无线电广播电台。1935年，法国在埃菲尔铁塔上设置了第一个电视台。

1945年，法国报业全国联盟发表《报业自由权利与义务宣言》，使新闻出版界的职业权利义务得到了保障。二战后，诞生了许多新的报刊，如《世界报》《解放了的巴黎人报》《法兰西晚报》等。1973年，法国主要的记者工会颁布了政府和新闻工作者共同遵守的《新闻公约》。根据公约，进一步确认新闻和出版的自由；政府保障新闻的独立，确保不被操纵和垄断；政府对报业集团提供财政资助等。

1981年社会党执政后，立即对传播媒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地方设置私营广播电台，放弃国家对视听的垄断，保证出版的多样性和透明度，保护记者的地位和采访自由。1986年，法国推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决定法国电视一台、法国电视广播公司、法国电视电影摄制公司私有化，再次重申出版自由，保证出版业财源的透明度，限制报刊的垄断，给予出版和新闻的平等和竞争。这些改革大大地放宽了政府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标志着法国传播媒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法国新闻出版十分发达，新闻、传播媒体和舆论承担着监督的职责，被称为“第四权力”。新闻出版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多样化。有文字和画报等出版物、无线电广播、电视、互联网、民意测验和调查等。第二，官方与私营并存。无论是新闻媒体、出版物、广播台、电视台，都有官方举办和私人经营之分。第三，依附性和独立性并存。法国主要的通讯社、广播电视机构依附国家和政府，但也存在不依附官方、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新闻出版业。第四，法国有行业制定的《新闻公约》来规范和约束自己。

二 新闻与出版的管理体制

1.新闻的管理体制

为了保证通信手段的独立性，1989年成立了视听最高委员会，它监督广播和电视企业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负责分配广播和电视频率，促进广播和电视的自由竞争，任命国家广播公司和国家电视公司的董事长，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保护儿童不受视听的毒害，就广播和电视向政府和议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违反法规的广播和电视企业进行处罚，直至命令停止播放。

法国还通过法律手段对新闻进行管理。法国的《竞争法》《关于新闻多样化和公开性的法律》规定了新闻的特点和发展方向，而新闻行业制定的《新闻公约》和1971年欧洲六国报业工会通过的《新闻记者的责任和权利宣言》规范了法国新闻和记者的律条，包括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新闻的原则，职业道德，新闻记者的义务、权利和生活保障。

2.出版的管理体制

法国是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管理出版事务。法国文化与通信部的图书与阅览司，主管图书的创作、出版、发行和阅览各环节的工作。该机构主要是制定出版政策，主管图书进出口，对全国的出版与阅读活动进行指导与资助，制定有关法规，与行业组织及出版社创设各种图书奖。图书与阅览司还掌握着一笔资金，通过国家出版中心资助作者、出版商、书商和图书馆等。法国政府设立了“图书文化基金”支持图书出版业。

法国最主要的行业协会有全国出版协会、法国书业联谊会、法国书商协会联合会、法国书商联合会等。国外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非常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是维权、服务、沟通、公证和监督等。

三 报刊与通讯社

1.报刊

2011年，法国各类报刊共有4550种，其中日报122种，发行量超过10万份的全国性报纸有7种，地方性报纸有20种，全年发行量约90亿份。2007年，每个月全国有4830万人至少阅读一份杂志，占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97.2%。每天全国有2270万人至少阅读一份日报，占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45.7%。2008年，约有2370万法国人天天读报，其中47.5%的年龄超过15岁，比2007年全年增加1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出现了《法兰西地铁报》（Metro France
 ）和《20分钟报》（20 Minutes
 ）这样的免费报纸，它们报道新闻快，贴近社会和民众，受到法国民众的青睐。2011年，《20分钟报》的日发行量仅次于《舰队报》和《巴黎人报》，排在第三位；《法兰西地铁报》的日发行量排在第五位。但是，法国文字刊物读者的数量在电视、网络等激烈竞争下总体上有所下降。

法国著名的报纸主要有：


《世界报》（Le Monde
 ）
 创刊于1944年12月。该报纸在政治和财政上独立，采取股份制。《世界报》与政府关系密切，经常在社论中反映法国官方的意见，政府官员也经常以单独接见《世界报》记者的形式发表官方的看法。该报纸刊登严肃主题的文字稿件，新闻报道丰富多彩，内容侧重政治和外交，对国际重大事件反应灵敏，对世界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尤为关注，经常刊登长篇的和系统的报道。《世界报》经常刊登系统资料、调查报告和背景材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世界报》的读者主要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政界、工商界、文教界人士等。《世界报》创刊历史不算长，但在全球命名为《世界报》的好几家报纸中就数法国的《世界报》名声最大，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2011年，《世界报》拥有196万读者，日发行量为32万份。


《费加罗报》（Le Figaro
 ）
 创刊于1854年，1866年改为日报，是法国全国性报纸中历史最悠久的日报。《费加罗报》由法国最大的埃尔桑报业集团（Groupe Hersant）所控制。该报纸重视社论专栏，文风优雅和刻板，其文章反映了该报纸保守的立场和社会上右倾的观点。该报纸的主要读者是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保守派，如工厂主、商人、经理、政府官员、上层知识分子等。2011年，《费加罗报》拥有119万读者，日发行量为33万份。


《解放报》（Libération
 ）
 创刊于1973年，为法国左翼团体办的报纸，反映了左翼的心声。2011年，《解放报》拥有96万读者，日发行量为12万份。


《巴黎人报》（Le Parisien
 ）
 创刊于1944年，原名《解放了的巴黎人报》，1986年改为现名。该报主要报道巴黎和法兰西岛大区的新闻，语言通俗，内容贴近生活，很受当地人的欢迎。2011年，《巴黎人报》拥有244万读者，日发行量为46万份。


《法兰西晚报》（France Soir
 ）
 创刊于1944年，最初被阿谢特报业集团（Groupe Hachette）控制，1976年转为埃尔桑报业集团所有。该报纸1968年后支持戴高乐派，反映了右翼的观点。该报善于捕捉读者喜爱的社会新闻，并以大众化的语言报道，经常发表有见地的政治文章和真实性较强的调查报告。2011年，《法兰西晚报》日发行量为7.1万份。


《人道报》（L’Humanité
 ）
 1904年创刊，原为统一社会党的机关报，1920年成为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表达法共的立场和观点，反映法国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要求。2011年，《人道报》拥有28万读者，日发行量为4.9万份。


《十字架报》（La Croix
 ）
 创刊于1883年，是天主教会报纸。2011年，《十字架报》拥有40万读者，日发行量为10万份。


《回声报》（Les échos
 ）
 创刊于1908年，是专门刊登经济类的月刊，一战后改为日报。1988年1月转为英国佩尔松（Groupe Pearson）持股公司所掌握。佩尔松公司改编《回声报》后，曾经使日销量大增。2011年，《回声报》拥有47万读者，日发行量为12万份。


《舰队报》（L’équipe
 ）
 创刊于19世纪末，是全国性的体育报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体育日报。2011年，《舰队报》拥有220万读者，日发行量为30万份。

上述的全国性报纸中，《世界报》和《十字架报》为傍晚出版，其他都在上午出版。

与全国性报纸不景气相比，法国地方报纸则欣欣向荣。一方面，地方报纸设备得到改造，从而降低了报纸的成本；另一方面，地方报纸采访点和销售点分布广，消息来得快；再者，地方报纸用40%的版面刊登地方新闻（20%～25%刊登国内和国际消息，25%～30%刊登娱乐性文章），很受当地读者的欢迎。著名的地方报纸有《西部法兰西日报》《西南日报》《北方之声》等。

法国著名的综合性期刊有：《新观察家》《快报》《观点》《巴黎竞赛画报》《玛丽安娜》《鸭鸣周刊》。


《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
 创刊于1950年，原名《法兰西观察家》，为法国“新左翼”的机关报，1964年改为现名。该刊物代表着法国知识分子左翼的观点。2011年，《新观察家》拥有241万读者，每期发行量为53万份。


《快报》（L’Express
 ）
 创刊于1953年。它在20世纪60年代改版后成为年轻管理人员和广告客户喜爱的读物。70年代，《快报》易主，发表自由主义右翼的文章。1995年，《快报》被阿瓦集团（Groupe Havas）收购。2012年，《快报》拥有208万读者，每期发行量为43.3万份。


《观点》（Le Point
 ）
 创刊于1972年。1997年被皮诺（Pinault）集团收购。该周刊反映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立场和观点。2011年，《观点》拥有183万读者，每期发行量为43万份。


《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
 创刊于1949年。该刊物为图片杂志，十分受欢迎。1989年被埃尔桑报业集团收购，并与《费加罗杂志》合并。该刊物热衷于独家报道，追求轰动的新闻效应。2011年，《巴黎竞赛报》拥有373万读者，每期发行量为63.3万份。


《玛丽安娜》（Marianne
 ）
 创刊于1997年。该刊物采取股份制，不受任何报业集团支配，具有独立性。它以短小精练的文章和辛辣笔调而闻名。2011年，《玛丽安娜》拥有171万读者，每期发行量在25万～30万份之间。


《鸭鸣周刊》（Le Canard Enchaîné
 ）
 创刊于1915年，是不受任何报业集团控制的独立杂志。它不刊登广告，靠销售的收入维持。它刊登社会新闻和讥讽性文章，常常揭发政治界的丑闻，震动法国政治生活。该周刊的每期发行量随政治气候而定，最高发行量可达到70万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专业性的刊物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每年都要增加数十种新的刊物，特别是休闲刊物和儿童刊物的数量增长十分迅速。著名的经济刊物有《资本》《挑战》《法国的收入》《投资杂志》《扩展》《当代价值》等。科技刊物著名的有《科学与生活》《科学与未来》《研究与为了科学》等。广播和电视刊物有《电视杂志》《电视之星》《电视休闲》等。妇女刊物有《她》《当代妇女》《费加罗夫人》等。家庭和儿童刊物有《家庭杂志》《儿童杂志》等。此外，还有青少年刊物和大学生刊物80多种，汽车和摩托车刊物15种，摄影和电影刊物9种，美食和旅游刊物20种，文学、历史和美术刊物11种。

2.通讯社

主要有法国新闻社（Agence France-Presse，简称AFP），简称法新社，是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法新社原名“阿瓦通讯社”（Agence Havas），成立于1835年，1944年9月经过重新组合后改名为“法国新闻社”。1956年，法国政府确定法新社的独立地位，但其财政管理仍由国家控制，实际上仍是法国官方的通讯社。法新社的领导机构有管理委员会、高级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等。该社的内部设新闻部、技术部和总务部。它在国内设18个分社，在国外设150个分社。它雇用1200名拥有正式头衔的记者，其中200名是摄影记者，在165个国家中雇用2000名按稿件行数计算报酬的记者。法新社总部每天通过各条线路用6种语言编发200万字新闻稿，每年发送7万张图片，提供报纸专栏文章和广播通信，给互联网提供多媒体信息。它拥有650种报纸、400多家广播台和电视台、1500家行政单位和企业、100国家新闻社的客户。世界上有30亿人直接或间接收听和阅读法新社的消息，有1万个媒体使用法新社的稿件。

四 广播与电视

1.广播

自1982年后，法国广播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因为，法国广播事业从此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空间，此外广播具有比电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在就餐、做家务等活动和移动中收听。因此，广播受到法国人的欢迎。

为了改进广播事业，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内部进行重组，扩大职能。它决定和指导法国的广播事业，领导53个广播电台，其中5个国家台，39个地方台，10多个附属台。该公司对广播电台统筹规划，统一编排广播节目；雇用3000多名职工，其中记者450名；设置124个播音室，拥有两个乐团；每年广播50万个小时；下设5个国家广播电台，即联播台、文化台、音乐台、蓝色台、法兰西新闻台。法国国家广播公司专门设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全天用17种语言向国外广播，还与68个国家的电台建立了录音资料交换的关系。

目前，法国有私营电台约1300家，主要有卢森堡电台（Radio-Télé Luxembourg，简称RTL）、蒙特卡洛电台（Radio Monte-Carlo）和欧洲一台（Europe 1）。

3.电视

目前，法国有7家全国性的电视台，其中国营4家（电视二台、电视三台、法德文化台、电视五台），私营3家［电视一台、电视六台、电视四台（Canal Plus）］。电视二台和电视三台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分别为25%和20%，1989年，两台重组共同成立一个董事会，优势互补，进一步扩大其实力。法德文化台播放高品位的文化节目，在欧洲拥有很高的收视率。电视五台于1994年建立，作为教育台专门播放知识、培训和就业节目。电视一台于1987年私有化，它的市场占有率为35%，是法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电视四台是私营的加密电视台，于1984年建立。它收费服务，播放电影和体育比赛节目。电视六台于1986年建立，主要用于播放文艺和音乐节目。

法国数字电视1996年开始起步，但发展很快，2011年全部覆盖了收看电视的家庭。法国国际电视台建立于1989年，用通信卫星向80多个国家转播法语和英语电视节目。

此外，法国还拥有250家法国人和外国人主办的有线电视台和卫星电视台。

五 图书出版

法国是西欧第三大图书出版国，也是西方世界第四大图书出版国。进入21世纪，法国图书出版保持增长的势头。2010年，出版图书79100种，其中新书39800种，重印39300种。总共出版图书62.79万册，其中新书38.24万册，重印24.55万册。2010年法国出版图书无论新书或重印都有较大的增长。

在法国图书出版业中，有两大垄断集团：阿谢特出版集团和西泰出版集团（Groupe Cité）。

阿谢特出版集团的前身是阿谢特书店和出版社，成立于1826年。初期，它出版教科书、词典和小说获得成功。从20世纪60～80年代，阿谢特出版集团处于大变动和大发展时期。它连续兼并了国内的法亚尔出版社（Édition Fayard）、拉泰出版社（Édition Lattés）、格拉塞出版社（Édition Grasset）等，兼并了美国和西班牙两家国际出版公司，从而把阿谢特变为世界第三大国家图书垄断组织。阿谢特出版集团在国内和国外还拥有自己的报刊公司和出版社，如在许多国家使用多种语言出版妇女杂志《她》（Elle
 ）。阿谢特出版集团还通过控股来控制法国的部分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公司、音像公司、广告公司等。

西泰出版集团成立于1988年，是仅次于阿谢特出版集团的法国第二大出版集团。它由西泰系（包括主要从事文学出版的12个小出版社）、拉鲁斯出版社（Édition Larousse）和纳坦出版社（Édition Nathan）及其分支机构、休闲邮购俱乐部组成的比较松散的联合体。西泰出版集团主要出版文学作品、教科书、辞典、实用书、袖珍书以及学术著作。西泰出版集团还兼营休闲用品，如唱片、磁带、照相器材、旅游器材等。西泰出版集团积极扩展海外业务，在西班牙、英国、美国、比利时都设有分支机构，并且向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进军。

根据统计，法国有大大小小出版社约5000家，其中只有600多家从事正常的出版活动，主要有：阿谢特出版社，克托克出版社（Édition Ctock）、博尔达出版社、法亚尔出版社、拉鲁斯出版社、弗拉马里翁出版社（Édition Flammarion）、法国大学出版社、纳坦出版社、法国文献出版社、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出版社等。

六 互联网

法国进入多媒体时代要比美国和周围邻国晚，这是因为法国在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坚持使用本国开发的视频文字终端，但自1998年法国提出实现社会信息化行动纲领以来，法国的互联网发展就非常迅速。2011年，占总人口75%的法国人使用互联网，占76%的法国家庭已经使用互联网。

2006年6月30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信息社会法》。该法律的核心思想是：从法律上明确每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保证网上的通信及交易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安全可靠，努力实现信息社会的民主化。该法律规定：上网内容必须符合法国的国家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国际竞争法和道德标准；用户复制下载的范围，严格执行著作权法及其相关法规；对互联网上的域名实行规范化管理；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电子商务应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严格执行销售法和合同法，保证服务质量和符合国际商法，提高网上交易的透明度，企业提供的数据资料必须真实可信；承认数码文件的法律价值和承认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实行加密制，公民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对自己的文件进行加密；制止盗版和网上的剽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

正是在《信息社会法》的指导下，法国加快了宽带网络建设和互联网的应用推广，从而使全法国公民都能自由地享受和使用互联网。与此同时，法国还通过增加数字公众服务的内容和项目、推动教育机构教学上网等方式，推动互联网的应用普及。法国教育部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重点院系实现资源共享以建立数字化大学，提高校园、家庭和青少年的上网率，提供培训帮助教师掌握信息技术等。法国还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普及，对特小型企业提供优惠，以促进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八章 外交

第一节 外交简史

一 戴高乐总统的外交（1958～1969年）

临时政府时期，以戴高乐为首脑的法国临时政府在外交上，“同样还要在全世界恢复法国的地位和伟大”。正是凭借着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在二战中所作出的贡献，法国作为战胜国分享德国占领区，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享二战胜利成果。然而，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历届政府参加冷战大合唱，追随美国外交亦步亦趋，甘当美国的小伙伴。

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一改过去的外交面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世界外交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演出了一幕幕绘声绘色的剧目。法国之所以有着这样令世人赞叹的表现，就是因为法国具有一种信念，和根据这种信念所确定的对外关系的方针，并根据这种方针指导的对外政策。而这种对外关系的方针和政策正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戴高乐所制定的。

戴高乐所确定的第五共和国对外关系方针的核心就是坚持独立自主。他指出：“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戴高乐一再声称，国家的观点并不陈腐，民族纪元还未过时。在他看来，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事实，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因此，他提倡民族国家，维护法国国家主权，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戴高乐所确定的第五共和国对外关系方针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树立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伟大形象，保持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发挥法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大国作用。他强调法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享有其应有的地位。

戴高乐所确定的第五共和国对外关系方针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打破美苏垄断，突破两极格局，使世界朝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戴高乐对美苏巨头达成瓜分世界的《雅尔塔协定》十分不满，他从不接受和从不支持这个协定，他在许多场合不断地重申这种立场。直到1968年9月，他还再三强调：“把两个集团——你们知道我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强加于欧洲，使之造成分裂。……这种分裂是对我们大陆人民事实上的独立权利的永久性的蹂躏。”“从1958年以来，我们法国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来结束两个集团的制度。”他在法国对外关系中积极建立第三种力量，以便抗衡美苏两大集团。

戴高乐以及他的后继者们正是依靠第五共和国壮大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巩固的政治体制作后盾，以其“雄心大志”和顽强毅力来推行这种对外关系的方针，并根据对外关系的总方针按照各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自的风格，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了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方式。

戴高乐执掌政权期间，他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进行外交棋盘的布局，因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全球战略：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打破美苏两极的格局，推动世界朝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坚持独立防务，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对美国既联盟又独立，对苏联既坚定又对话；既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又借助苏联制约美国；建立以法德为核心、排除英国、以法国为领导的“欧洲人的欧洲”；通过“缓和、谅解、合作”逐步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最终走出雅尔塔体制；在法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并以“合作”的名义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势力和影响，保住非洲，插足中东，重返亚洲，打入拉丁美洲。

二 蓬皮杜总统的外交（1969～1974年）

作为戴高乐派的继承人，蓬皮杜“执著”地继承戴高乐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执行“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同时改变戴高乐那种高傲和盛气凌人的外交风格，以随和的态度、小心翼翼地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强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联系和合作。

东西方关系在法国对外关系中独占鳌头。蓬皮杜于1970年2月和10月先后到美国和苏联访问，对两个超级大国开展微笑外交。通过访问，法国改善了同美国一度紧张和僵化的关系，重新活跃停滞中的法苏关系，把戴高乐作出的“称得上大国的国家就没有朋友”的结论改为“称得上大国的国家都是朋友”。他小心翼翼地建立起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摆平法国在美、苏天平上的砝码。

蓬皮杜在欧洲政策上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他一反前任总统执著拒绝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同意接纳英国等国参加欧洲建设。1972年4月23日法国就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公民投票并获得批准，从而为英国、爱尔兰、挪威、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扫清了障碍。他还提高了法国在西欧和西方国家中的威信，使法国成为西欧国家的“代言人”和“政治统领”。

法国继续发展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蓬皮杜通过访问加强了法国同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他尽量缓解因没收法国石油公司引起的同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关系，使法阿两国仍然以特殊纽带联系在一起。在中东，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对以色列实行全面武器禁运。法国政府在中东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然而，它在客观上也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此外，法国政府还加强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发展了法中关系。

三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外交（1974～1981年）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不属于戴高乐派，但他对外关系的方针并没有偏离戴高乐派所遵循的轨道，“假如我当选，我将继续维持前两届总统为法国树立起来的尊严和独立，我将使法国变成一个受重视的和受尊敬的国家。这样，我就能够以它的名义自豪地在世界上讲话。”

他以自己的理解即以“吉斯卡尔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继承和发展戴高乐外交。他提倡“世界主义”，即坚持法国独立自主、体现法国作为大国存在，以及发挥法国大国作用下的“世界主义”，给戴高乐对外关系的方针贴上了时代的标签。他主张：“应该把世界看做是分成若干大片地区的球体——有美国的一片，欧洲的一片，苏联的一片，中国的一片，等等。”

于是，他推行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多边合作”外交，坚持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强调在发展与美苏关系的同时，又保持法国的独立，并显示法国的大国地位。他倡议召开世界经济首脑会议于1975年召开，1977年演变成为“G7”。他作为“欧洲派”，积极地建设以法德为轴心的“强大的、独立的欧洲”，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以防范欧洲金融风险，通过普选产生欧洲议会以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民主建设。他还加强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在“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口号下倡议进行南北对话，并于1975年12月在巴黎召开。

四 密特朗总统的外交（1981～1995年）

密特朗总统是社会党领袖，但他仍然奉行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扩大法国影响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法国外交政策基本上富有连续性，其方针和轮廓没有变。”密特朗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要继承戴高乐开创的外交事业。

与此同时，他根据新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党的理论，把“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融入戴高乐的对外关系方针中，并赋予戴高乐对外关系的方针以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即密特朗的新色彩的外交。密特朗总统新色彩的外交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更加重视现实。他把外交部改称“对外关系部”，以便展示他在外交方面的宏图大略。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一个伟大的民族当然应该有伟大的计划。”第二，突出均势原则。他认为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均势已经打破，建立它们的再平衡，为法国外交的施展留有较大的空间。第三，具有浓厚的社会党色彩。密特朗把社会民主主义移植到国际事务中，在对外政策中注入了“道义”“人权”“社会公正”等新内容。

他采取了如下的基本做法：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法国是“人权祖国”的形象，在东西方关系中坚持“属于西方”的立场，维护大西洋联盟，强调法美关系；反对“两个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同时保持与苏联对话和发展经济关系；大力推动欧洲一体化，使欧洲经济共同体朝向欧洲联盟的更高级别发展，从而提高了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推动世界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重视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推行“第三世界主义”政策，把法非首脑会议由两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从而更加密切了法非关系。他进一步推进南北对话。

五 希拉克总统的外交（1995～2007年）

希拉克是戴高乐派第三代传人，沿袭了戴高乐的基本思想，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是独立自主，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推进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在冷战后90年代中后期背景下，希拉克大力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从而使本届政府的法国外交政策具有新戴高乐主义的外交色彩和风格，亦即“希拉克主义外交”：第一，当年戴高乐在推行法国外交和戴高乐主义时突出表现出来的是意志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希拉克总统则使法国外交和戴高乐主义更加务实和更加灵活。希拉克直截了当地声称，戴高乐主义就是实际主义。第二，希拉克总统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四面出击，力图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地区体现出法国的存在和影响，展示戴高乐主义的“雄心大志”和内涵。第三，在对外活动中，希拉克总统突出经济外交，强调法国的商业利益，积极推销法国的资本和产品，为法国开拓市场。

希拉克在外交上的战略是：维护法国在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坚持法国对国际事务的独立看法，绝不迎合别人，放弃自己；重新确立法国在世界和欧洲政治中的大国地位，并发挥法国在世界各地的大国作用；在国际事务中确保法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特别是经济和贸易的利益。

希拉克总统的具体做法是：大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依赖法德轴心建设“新欧洲”；对美国保持既合作又抗争的关系；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重返中东，力图打破美国垄断中东事务的局面；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建立长期和全面的伙伴关系。

第三次左右共治期间，若斯潘总理和多元左翼政府实施“左翼现实主义”的外交，希拉克总统则强调戴高乐主义就是实际主义，两者并行不悖，都具有灵活、务实等许多共同点。

六 萨科齐总统的外交（2007～2012年）

萨科齐总统时期，法国外交十分积极和异常活跃，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2011年法国同时担任G8和G20轮值国主席国期间，在主持5月的G8和11月的G20峰会期间，以及在对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动武期间，法国及其总统萨科齐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树立大国形象和“领导身份”，在西方阵营中扮演“激进派”或鹰派角色，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明星。

萨科齐有着这样的理念：其一，萨科齐总统决心要改变希拉克总统后期在外交领域的无为状态，坚决与希拉克在国际舞台上的“停滞主义”决裂，要打破因循守旧，拒绝重复过去，回到“真正现实主义”道路上来。其二，萨科齐坚守戴高乐主义，他指出：“戴高乐主义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一种对当代来说中肯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说，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具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他的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萨科齐主义，就是当代的戴高乐主义。其三，从“相对大国”到“新世界、新思维”。2008年1月18日，他提出“相对大国”的理念，即当今时代已经具有多极世界的雏形，不再存在“超级大国”，只存在实力大致均衡的大国，这实际上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否定，对“单边主义”的否定。“相对大国”理念构成了法国“真正现实主义外交”的核心理念。他于200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以欧盟轮值国主席身份发言指出：“一个新世界正从人类经历的所有功绩和危机中诞生，对于这个新世界，人们不能听之任之，而是必须打造它。”“新世界、新思维”又成为法国“真正现实主义”外交的主要内涵。其四，坚持把民主、人权、人道、公民社会作为“真正现实主义”外交的目标。

萨科齐总统时期的法国外交，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更加务实，更加现实，更加实用，更加适应多变的世界形势和全球化时代。第二，具有浓厚的萨科齐主义色彩，更具有强烈的“拿破仑风格”。萨科齐雄心勃勃，为重建法国大国形象乐此不疲。第三，一些外交政策和措施，出于内政的需要而采取，或者在国内舆论压力下而出台，或者争取在外交上的得分来弥补内政的缺失，“以外安内”。第四，萨科齐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如G8和G20双峰会上关于全球治理的建议、关于建立新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议等过于理想化，与现实产生矛盾和脱节，最终被迫放弃，或者不了了之。第五，萨科齐在国际交往中有时心血来潮，口无遮拦，任意发挥，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从而引起有关国家及其政要的不满和疑惑，造成法国外交公信力的下降。

萨科齐的外交政策是，把欧洲建设视为法国外交重中之重，重新恢复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加强法德轴心，改善法英关系，打造法德英铁三角，团结新老欧洲，推动欧盟和欧元区向纵深发展；重新修复法美关系，在向美靠拢过程中，保持法国独立自主的行动自由；全面地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保持法国核打击力量的独立；促使法俄关系从“冰冻”发展到“特殊关系”；重返非洲，从维稳到“人道主义干涉”，倡议建立地中海联盟；在中东和海湾地区采取进一步介入的立场；正视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的事实，以现实的态度积极地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造成法中关系一波三折。

第二节 奥朗德总统外交的变与不变

一 奥朗德总统的外交——“今天就变革”

2012年5月6日，获得总统竞选胜利的奥朗德对法国选民再次承诺：“今天就变革！”这位社会党领袖声明：变革“不仅在社会和青年政策方面，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

奥朗德总统就职后，立即对法国外交进行了变革，在许多领域调整了外交政策，具有与前任总统萨科齐的外交不同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外交面貌和外交风格。

（1）突出经济外交。奥朗德指出，为了平衡巨额的外贸赤字、克服财政困难和经济危机、振兴法国经济和提高法国竞争力，必须突出经济外交，特别是对新兴大国即金砖五国的经济外交。为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提出了一项具体的行动规划。这项规划要求各驻外使节在新能源、水处理、民用核电等法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积极推动同有关国家的合作，为法国的工业生产复兴和占领世界市场作出贡献。

（2）重新夺回在欧洲建设中的主动权。奥朗德把欧洲建设作为法国外交的基石。奥朗德在2012年8月第20届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指出，欧洲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欧洲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显示自身的力量。他认为，欧洲的未来是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和共同防务。奥朗德在欧洲建设上坚持法国的主导作用，要改变萨科齐总统在执政后期做“德国跟班”的形象。

（3）改变“亲美派”的政策。前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对美外交，被称为“亲美”的外交，萨科齐由此被称为“亲美分子”。奥朗德总统走马上任，立即调整对美外交，提前在2012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法国的作战部队，在第20届法国使节会议上要求重新评估法国全面回归北约，从而在处理法美关系上既显示为美国的盟友关系又表现出法国外交为法国利益服务。

（4）对非洲要建立“相互尊重和透明”的新关系。2012年10月，奥朗德在先后访问非洲法语国家塞内加尔和刚果（金）之际，阐述了法国对非新政策。他承认“非洲给予法国甚多，而过去法国在非洲从事贩运黑奴和殖民活动，所以法国对非洲怀有负罪与感激之情”。他表示法国谋求与非洲国家建立“相互尊重和透明”的新关系，要优先与“尊重民主”的非洲领导人互动。

（5）亚洲和中国成为外交的重点。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安2012年6月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曾表示，今后亚洲对法国而言，是“重大利益区域”。奥朗德总统表示，法国需要一个愿意展开交流的亚洲、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一个为实现和平繁荣而努力的亚洲。随着法中迎来新的领导人，两国关系也将开启新的阶段。双方将有机会展开新的交流，有机会步入友好关系的新里程。法国特别关注西亚的政局，加强与印度的关系，重返被前任法国总统萨科齐遗忘的日本。

（6）与前任总统萨科齐的外交风格——张扬、浮夸、任意发挥不同，奥朗德总统在外交上具有稳健、冷静、沉着、理性而务实的风格。

二 奥朗德总统外交的基调——不变

（1）奥朗德总统在第20届使节会议上强调，法国将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范围内坚持普世价值观，捍卫人权、民主、国际正义、政教分离、男女平等。

（2）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奥朗德指出，法国正是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了自己的行动能力，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并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所以，法国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在对外行动中“依靠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强项，自己的亮点”，“法国是联系国与国之间的桥梁，包括新兴国家；是南北、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我们的国家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方和协调方。”

（3）坚持法国大国地位和作用。如同第五共和国历届总统那样，奥朗德坚持法国的“伟大”，认为法国是世界大国，拥有核力量，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迄今仍然具有宽泛行动范围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始终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法国不仅承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而且作为世界大国要积极地参加全球治理。

（4）如同第五共和国历届总统那样，奥朗德主张世界多极化，并要通过法国的外交和对外行动积极地推进世界继续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三 对国际热点的政策

1.人权

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标榜为“人权卫士”，参加所有的推进人权事业的各种国际组织，签订各种有关捍卫人权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如保护儿童权利、保护妇女权利、与奴隶制进行斗争等，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捍卫人权，因为法国认为发展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就有利于人权事业。法国还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在科索沃危机中与欧美盟国一起采取对南斯拉夫强硬的外交政策，在非洲要推动“民主化”进程。不过，近几年来，法国改变了在人权外交活动中采取对抗和强硬的做法，以“现实”的态度和对话来处理国际社会的人权问题。奥朗德总统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坚持捍卫人权等价值观，不过，他将会以“理性务实”来处理人权问题。

2.联合国和安理会

法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巴黎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在地，法语是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之一和两种工作语言之一，法国又是联合国第四大出资国。因此，奥朗德总统重视联合国的地位，强调联合国和安理会在“这个不稳定、不确定但又是新的世界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应拥有重要的权威。他“希望推进安理会的改革，在安理会内增加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新席位”。

3.反国际恐怖主义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通过了系列决议，以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法国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反恐委员会的工作。法国本土同国外一样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因此，法国在反恐问题上进行专项立法，毫不退让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与此同时，奥朗德总统担心恐怖主义在非洲的蔓延，声称法国要制止和坚决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活动和贩毒活动。

4.环境保护

奥朗德声称，法国在国际社会中要推行环境保护的政策，降低气候温室效应，减少碳排放量，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为此，他建议成立联合国环境组织，总部设在非洲，以便在环境保护方面国际社会采取统一行动。

5.关于G8和G20

法国欢迎G8和G20，认为它们是法国施展独立自主和大国外交的最好舞台。前任总统萨科齐正是利用G8和G20平台，接二连三地提出解决全球性治理的建议。现任总统奥朗德也利用G8和G20平台，施展独立自主和大国外交，论述法国对国际事务和国际热点的观点和政策，以期发挥法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作用。

第三节 与西欧关系

一 法国与欧洲一体化

二战后，法国一直积极地推进西欧联合，其主要原因第一是经济发展和增强的法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生存能力的需要。第二，为了维护法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加强西欧的稳定和安全。第三，法国要恢复和保持大国地位，特别是在欧洲的政治地位。第四，建设欧洲使其成为第三种力量，来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突破两极世界的格局，以促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第四共和国期间，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最早提倡西欧联合，于1950年5月提出“舒曼计划”，从而成为西欧建设的起点和西欧联合的先驱。因为正是在“舒曼计划”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从而形成了西欧共同市场，把欧洲联合推向新的阶段。

戴高乐当政期间，看到西欧共同市场给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带来的巨大好处，决心加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1960年，法国政府倡议提前实施《罗马条约》，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62年1月达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议。当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要求成员国出让某些主权转交给共同体和欧洲议会时，法国代表于1965年6月30日表示反对并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有的机构，酿成了一次严重的“空椅子”危机。于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于1966年1月在卢森堡举行会议，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法国终于与其他成员国达成了妥协：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放弃原来的主张，在决定事关每个成员国的重大利益时不采用多数制而使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个协议基本上满足了法国政府的要求，法国欣然地回到“空椅子”上来，从而使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重新运转起来。

蓬皮杜继任总统后，认为法国只有加强西欧联合和对西欧拥有领导权，才能拥有大国地位和发挥在世界上的大国作用。他同意接纳英国等国参加欧洲一体化，满足国内欧洲派的要求，同时，平息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对法国一味从中作梗的不满。1972年1月，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四国政府签订了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布鲁塞尔条约》。

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期间，主张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欧洲”。他积极推进与西欧的联合，大力支持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努力创建欧洲货币体系。

密特朗执政后，强调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欧洲，并提高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在法德双“发动机”的努力下，1986年2月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单一欧洲文件》。该文件决定在共同体内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将部长理事会“一致通过”原则改为“特定多数表决”制。密特朗从政治、经济、货币、科技、军事各个方面推进欧洲一体化，特别是突出了欧洲联合史上敏感而又屡遭挫折的政治联盟和防务合作。

法国主张在世界货币领域建立“第三个极”，即与美元和日元平起平坐的“欧洲货币极”。于是，法国于1988年1月率先提出货币统一问题，并积极推动经货联盟的建立。1989年4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关于欧洲共同体经货联盟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的意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9月20日获得法国公民投票的通过，对其他欧洲联盟成员国起了示范作用。

希拉克当选总统后，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为实现经货联盟，他在国内实行紧缩政策，使法国达到规定的标准，被确认为首批加入经货联盟的国家。法国还提出建立“欧洲外交和共同安全机制”，推动了欧洲政治一体化。他宣布法国重返北约军事委员会和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要对北约进行彻底改革，以便发挥法国在建立“欧洲防务支柱”中的作用。他还促使《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签订。

2000年7月1日，法国利用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于12月在尼斯召开的欧洲联盟首脑会议上提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报告并获得会议审议通过。该报告确定建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批准建立三个常设政治与安全机构、明确欧盟防务与北约之间关系。也正是经过法国轮值国的努力，欧盟尼斯首脑会议就欧盟机构改革达成协议，使得欧洲建设拥有继续前进的动力。

2001年，希拉克提出制定欧洲宪法，为欧洲的未来进行设计，以解决长期以来关于“欧洲联邦”和“双速欧洲”的争论，确定欧洲联盟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成立了以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领导的制宪筹备委员会，制定一部欧洲宪法。但是，法国于2005年5月29日就《欧洲宪法条约》举行公民投票被否决，使欧洲政治一体化遭到重大的挫折，然而它并没有影响欧洲一体化东扩的步伐。

萨科齐走马上任后，意识到欧盟分裂和法国在欧洲地位下降，进一步调整对欧盟的政策，把欧洲建设视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力图依托欧盟来恢复法国在欧洲的主导作用。他推出欧洲宪法简化版，并努力说服持有异议的波兰和英国，终于在2007年底被27国签字接受，但在2008年被爱尔兰公民投票所否决。目前，欧盟实施的是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以代替《欧洲宪法条约》。法国对欧盟扩大要求谨慎，对土耳其入盟持保留态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法国政府推动欧盟努力采取措施，共同渡过难关。与此同时，法国要求加强欧盟的防务能力。

奥朗德总统就职后明确地指出，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显示自身的力量，欧盟的未来是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和共同防务。奥朗德既要把欧盟作为法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后盾和依托，也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起着政治上的主导作用。

于是，奥朗德于2012年6月14日向欧盟提交了总额为1200亿欧元的《欧洲增长契约》文件，以促进经济增长来化解欧债危机、加速欧盟经济复苏和解决欧盟失业问题。法国的主张得到了欧盟机构以及南欧国家的认可，并且在2012年6月底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最终签署了一项增长契约，补充了此前的财政契约的不足。法国还坚持提出发行欧元债券的主张，为此，法国愿意让渡主权。2013年5月16日，奥朗德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二次大型记者会上，表示对欧盟经济的重振充满信心，并呼吁建立一个欧盟的经济政府。事实证明，为了解决欧债危机和促进欧盟经济复苏，奥朗德正在努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二 法德关系

法德关系是二战后法国对外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法国对德关系经历了一个“肢解—和解—合作”的曲折过程。

二战后初期，法国主张肢解德国，建成像1871年以前那样松散的联邦，鲁尔地区由国际管理，萨尔地区在经济上与法国联系。但是，法国的对德主张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冷淡、抵制和反对。法国不得已改变对德国的立场，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从而促进了法德两国的接近，在第四共和国期间两国开始建立经济联盟。

第五共和国初期，戴高乐把德国作为欧洲建设的关键。1958年9月，戴高乐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戴高乐指出欧洲联合的极端重要性，而这种联合首先要求巴黎和波恩的合作，使两个民族言归于好，并把两者的力量和能力结合起来。1962年9月戴高乐访问联邦德国把两国关系推向高潮。1963年1月23日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害的问题定期磋商；法德两国首脑每年进行两次会晤，两国外交部长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谈。法德不仅取得了相互谅解，而且形成了巴黎-波恩轴心。从此，法德轴心构成了欧洲联合的基础，成为推进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蓬皮杜执政期间，担心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导致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支配地位，还对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有所疑虑和保留，决定接近美、苏、英来抑制联邦德国，因此法德关系有所松弛。但从总的方面来看，蓬皮杜为了推进西欧联合，还是要借助联邦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加强两国间的合作。

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法德两国是西欧联合的基础，应该把法德的关系推向纵深方向发展。1978年，法德双方为了加强政策协调，规定两国首脑会晤从每年两次增加到每年四次。

密特朗为了平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对“法德轴心”提法的不满，避免使用“法德轴心”，但为了欧洲建设的需要仍然要保持法德“特殊关系”。他声称：“从来不存在什么巴黎-波恩轴心，倒是存在特殊友谊。特殊友谊，我赞成。”法德两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初密切合作和紧密的配合，加速了欧洲一体化前进的步伐，并加深了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关系，如1986年2月两国决定实行战略和军事合作，1987年3月两国决定联合生产一种新型武装直升机，从而使两国形成了某种“联盟中的联盟”。

希拉克当选总统后，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他为了维护法国大国的地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抗争、造就欧洲一极，首先加强法德的合作，重申了“法德轴心”的重要性，指出“欧洲双发动机”作为推动欧盟发展的联合力量仍然有其现实的意义，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两国决定两国首脑的非正式会晤今后将定期举行，每6周到8周举行一次，两国外长每月会晤一次，以便加强法德两国在欧洲建设政策上的协调以及双边的合作。自此，法德从峰会到部长等各个级别的会议经常召开，就双边关系到准备欧洲联盟文件进行协调或起草。法德两国在政治、经济、货币、军事、社会、文化、青年等方面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与交流。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在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萨科齐总统也进一步强调法德轴心的作用，就职典礼结束后立即前往德国与德国总理会晤，出席欧盟首脑会议。他还担心法德在推进欧洲一体化时力不从心，因此努力联合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同作出努力。但是，萨科齐在克服欧债危机和财政赤字问题上没有自己的主张，跟着默克尔亦步亦趋，受到舆论的责难。

奥朗德在对待欧债危机和财政赤字问题上是“增长救助派”，而默克尔在对待欧债危机和财政赤字问题上是“紧缩救助派”。奥朗德和默克尔在理念和政策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貌合神离，失去了相互信任，从而使法德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或多或少地使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受到影响。德国从2012年起宣布“德法之年”，以此为契机，法德重新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默克尔和奥朗德也成了“默朗德”新象征。

三 法英关系

二战后，法国始终从欧洲建设的立场和对德关系上来处理与英国的关系。

战后初期，法国为了防范和抑制德国，于1947年3月在敦刻尔克与英国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自从法德和解、欧洲一体化启动后，法国疏远了与英国的关系（除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两国有过密切的合作外），致使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先后于1961年和1967年两次被法国否决。法国认为，英国与美国保持特殊的关系，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一旦英国加入，美国则必然通过英国来控制欧洲经济共同体，因此法国力排众议，关死了英国加入的大门。

20世纪70年代，蓬皮杜与英国接近起来，以此来平衡德国和抑制德国膨胀的势头。英国则在1970年宣布放弃英美的特殊关系，并在经济上作出一些让步。这样，蓬皮杜总统才同意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总统时期，建立了两国首脑每年会晤一次的机制，还成立了法英委员会来讨论两国之间的问题，从而使法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法英两国加强了首脑会晤的磋商和会谈机制，解决了英国预算摊款和农业政策等老大难问题，从而化解了两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长期争执的问题。1986年，法英两国共同建设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特别是冷战后，英国进一步成为法国平衡和抑制德国的因素，成为法国在欧洲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支持力量，因此，法国进一步加强了与英国各方面的合作，在军事合作方面也有进展。

萨科齐总统为了更好地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于2008年3月访问英国，表示希望法英两国建立“新型兄弟关系”，并结成防务伙伴，以便保持两国的“全球角色”。通过萨科齐的访问，法英两国又重新密切起来。自此，在欧盟内形成了法德英“铁三角”关系，团结新老欧洲，对推动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美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奥朗德上任后，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继续发展法英关系。

四 法国与地中海联盟

把地中海周边国家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地中海联盟”，是萨科齐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最为耀眼的外交构想。法国也属于地中海国家，与沿岸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地中海又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北非和法语黑非洲的连接地带，也是法国通向中东和海湾的必经之地。因此，加强和扩大与这个地区的合作成为萨科齐任内一个重要外交目标。法国提出“地中海联盟”，就是在经贸共同发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协调移民问题和推进民主化方面发挥作用。经过法国外交努力，终于使地中海联盟的构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08年7月13日，欧盟、北非和中东43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地中海联盟，从而取代了1995年开始的以欧盟与地中海国家合作为目标的巴塞罗那进程。从此，“地盟”这个“地中海联盟”简称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区域性合作新实体，同“欧盟”“阿盟”“非盟”“东盟”等国际政治词汇一样并存，而法国有望通过这个新的地区组织来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欧盟和欧洲的影响力、地位和作用。

奥朗德总统意识到“地中海两岸有很多互补性，以这样务实的方式，我们可以有效控制移民；增加职业交流和高等教育交流；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公共行政机构现代化；并且鼓励商务往来”。为此，他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特别任命一位主管地中海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规划“地中海联盟”的未来发展蓝图。

第四节 法美关系

一 戴高乐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远在二战中，法美就已经存在芥蒂。美国认为法国已经削弱，只能听从其他国家的安排。在盟国的国际会议上美国排斥法国参加。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面对着美国的广大资源和罗斯福要在全世界发号施令的做法，我感到独立的确受到威胁。”他在呼吁尊重法国主权的同时迅速调整法英和法苏关系，以此抗衡美国，迫使美国承认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应该享有的权利。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法国的实力已经增强，法国从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领域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

戴高乐对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颐指气使的政治领导地位极为不满，于1958年9月向美英两国提出秘密备忘录，要求建立美法英三国的“指导机构”来处理世界事务，决定全球范围的政治、战略和核武器使用等重大问题，并使法国有机会参加大西洋联盟内的最高决策，分享领导权。美国仍然拒绝戴高乐的建议，拒绝与法国平起平坐，但法国此举使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政治霸主地位第一次受到冲击。

戴高乐对美国的军事霸权极为不满，从1959年开始逐步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最终于1966年完成。法国此举打乱了北约军事机构和部署，引起了欧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并一度使北约处于“半瘫痪”或“半休眠”的状态。

戴高乐对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货币金融体系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贸易体系极为不满，于是，法国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采取措施限制美资侵入法国，反对美国控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法国代表在“十国集团”（即巴黎俱乐部）历次会议上反对美元的特权，并陆续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加速了美国黄金的流失。法国此举削弱和动摇了美元的地位和威信，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崩溃的信号。

此外，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提出“欧洲人的欧洲”来反对美国所提倡的“大西洋的欧洲”。在第三世界中，戴高乐主张东南亚“中立化”以抗衡美国控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拒绝与该组织合作。戴高乐不顾美国的警告和反对，以如实的态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戴高乐在拉丁美洲国家访问期间在美国“后院”鼓动拉丁美洲国家独立自主，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促进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对美的离心倾向的发展。在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中对阿、以双方采取较为平衡的做法，来显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明显的差别。

当然，法国属于西方阵营，在根本利益上与美国是一致的。当苏联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两次柏林危机时，当美苏两国之间处于摊牌的关键时刻，当苏联直接威胁西方各国根本利益和生存时，法国毫不含糊地支持美国。但是，在当时美国充当“世界宪兵”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气氛下，戴高乐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与美国霸权斗争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独立性，提高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 蓬皮杜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蓬皮杜总统任职后，及时地调整了戴高乐后期业已僵化的法美关系。

蓬皮杜于1970年2月应邀访美，两国决定建立直接“热线”。自此，法国不再主动发起对美国的挑战，同北约进行某些军事合作，放宽对美国在法国投资的限制，为美国与越南在巴黎举行秘密谈判提供种种方便，向中国转达美国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

但是，蓬皮杜仍然坚持戴高乐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美国的霸权外交格格不入，因而法美两国时有冲突，特别在经济和货币领域。当美国于1971年宣布停止各国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并迫使西方国家的货币升值时，蓬皮杜主张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对付美国。蓬皮杜以西欧代言人的身份与美国总统会谈，为西方主要货币确定了比价。1973年2月，美元再次贬值，法国被迫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蛇形浮动”。自此，以美元为主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实际已分崩离析。

蓬皮杜执政的后期，法美矛盾激化并达到新高潮。1973年，美国宣布这年为“欧洲年”，并提出缔结“新大西洋宪章”的建议。法国认为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新宪章把西欧对美的依附关系固定下来，强化其霸主的地位，因此坚决反对，并联合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用“一个声音”对付美国，致使美国的计划遭受挫折。在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中，法美的中东政策南辕北辙：美国要独揽中东问题并达成有利于以色列的停火决议，对大幅度提价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强硬立场；法国主张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对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怀柔政策，还提议把美国撇在一边进行欧阿对话。法美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从而使两国关系达到十分紧张的程度。

三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吉斯卡尔·德斯坦上台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对美国的关系，加深与美国的关系以便加强与苏联对话的地位，表示愿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使法美关系趋向缓和。法美两国领导人互访增多，加强了合作和磋商，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和协调立场。法国接受了维护美元地位的《牙买加协议》；取消了不准美资进入法国核能、电子和航空等尖端部门的禁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等等。

但法美在中东问题上看法仍然不能一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是否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上法国说“不”。特别在经济问题上，在“东京回合”贸易谈判中抵制美国的压力，在高科技领域开展竞争等，不一而足。

四 密特朗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密特朗总统上任初期，认为欧洲的均势已被突破。他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恢复欧洲的均势，于是着手调整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明确地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他多次访美或同美国总统会晤，就国际形势和对苏政策交换意见，协调双方的立场。他支持北约的“双重决议”。法美关系的改善和对苏联战略上的防范，有助于恢复欧洲均势，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展势头，因而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和安全。法国舆论把密特朗的这种对美政策叫“大西洋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密特朗认为东西方军事力量在欧洲大体处于平衡状态，于是，他担心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引起美苏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从而打破了业已建立起来的欧洲军事均衡。因此，法国反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并联合西欧国家搞“尤里卡计划”，力图在高科技领域增加同美国平等对话的筹码。另一方面，密特朗周旋于美苏之间，敦促两国尽早恢复核裁军谈判。

冷战结束后，密特朗失去了周旋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空间和在东西方之间桥梁的作用，不得不调整法美的关系。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法国为了保护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利益和影响也以自己的方式积极介入，并在海湾战争中与美国缩小了距离，度过了简短的“蜜月期”。但法美两国由于对冷战后形势估计的不同，经常出现矛盾，爆发争吵，有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法美在北约首脑会议上多次出现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法美在欧洲防务问题上也是明争暗斗。在海湾战争后，法国对美国全面控制中东十分不满，认为美国乘机要把法国挤出中东和海湾地区。这个时期，两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农产品补贴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航空客运量以及美国进口法国葡萄酒、奶酪、音像制品等大打贸易战。总之，法美两国既有密切的合作，又矛盾和冲突不断。

五 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希拉克上任后，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内外形势继续调整与美国的关系，采取既合作又抗争的政策。希拉克继续深化法美的经济关系，扩大法国在美国的投资和出口，以及吸引美资到法国投资，从而使两国在经济领域开展更加广泛的交流。希拉克多次表示法国是“西方联盟忠实的一员”，在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在维持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和平、中东和平、防止核扩散以及支持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方面采取相互配合的立场。

但是，希拉克在冷战后继续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谋求大国的地位和作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因此，法美两国对外方针的碰撞必然导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摩擦、矛盾和冲突，在相当长时期对美的抗争多于对美的合作。法国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指责美国是冷战后的“特号超级大国”，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搞“单边主义”，谋求美国的私利而损害他国利益。

法国认为美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破坏目前的世界均衡关系，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安宁。更主要的是，美国通过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单极世界和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法国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持怀疑态度。

在中东，法国的外交方针是实现以持久的因而也是公正的和平为基础的地区稳定，保持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关系，保护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在2000年2月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当中，法国以印有“法兰西共和国”字样的总统专机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送抵巴格达进行斡旋，在美英即将动武的最后关头化解了危机。2001年8月，美英飞机再次空袭伊拉克时，法国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在解决2000年空袭南联盟冲突时，法国主张将有关结束空袭的和平谈判纳入联合国框架中，并把一度打算退出的俄罗斯拉回谈判桌。2003年，法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希拉克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赢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而美国陷入伊战泥潭难以自拔的事实证明了希拉克的预见性。然而，希拉克反对单边主义的立场引起美国极度反感，造成法美关系持续紧张。不合作甚至对立，几乎成为两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中的明显特点。

法国对美国在非洲的迅速扩张保持高度的警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保持与开拓”的战略。他一方面加大对传统影响地区的工作力度，另一方面借助多边对话机制向非洲南部和非洲其他地区建立法国的新据点。

六 萨科齐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萨科齐总统走马上任后，决定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努力修补因伊拉克战争而冷淡的法美关系。原因有二：其一，萨科齐在《见证——萨科齐自述》一书中承认：“我并不迷恋美国的模式。不过，如果必须加以选择，那我就会感到自己比世界上许多人更加接近法国社会。”萨科齐被美国媒体称为“巴黎的美国人”“亲美分子”；其二，萨科齐决心改变现状，修复法美关系。他宣称法国将回到传统的美国、以色列等盟友的阵营，“美国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继续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

萨科齐当选总统后第一个休假地选在美国，与布什总统举行私人会谈，开展“庭院外交”，获得成功。从2008年起，法美领导人互访不断，两国关系日益升温，在军事上的交流不断加强。法美保持着“特殊的友谊”。法美两国在阿富汗、北约、伊朗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观点一致”。尤其是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受到美国极为热忱的欢迎。

但是，作为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他仍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强调法国是美国“独立的朋友和盟友”。他反对北约过度发展并与联合国形成竞争，要求美国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同意美国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的支持态度。在伊朗核问题上，他表示伊朗核武计划“不可接受”，国际社会应毫不犹豫地加强制裁措施，但反对对伊朗动武。

七 奥朗德总统时期的法美关系

奥朗德在第20届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法国与美国是盟国，它以信任为标志；法美在重大国际问题、经济危机、必要的经济增长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今后法美关系将会继续发展。奥朗德还于2012年的北约芝加哥峰会上重申了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承诺。

与此同时，奥朗德也根据变化中的国内外形势，对法美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奥朗德宣布2012年底完全撤出在阿富汗的法国作战部队，从而打乱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法国对北约启动在欧洲部署反导弹系统计划问题持保留态度，提出一些条件。奥朗德还表示要对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在实现法国的目标和对欧洲防务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法美之间还在叙反对派建立临时政府问题上意见不一：奥朗德表示，只要代表新叙利亚的临时政府一成立，法国将予以承认；美国则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目前建立临时政府的时机不成熟。

第五节 法俄关系（包括苏联和东欧）

一 戴高乐总统时期的法苏关系

二战中和第四共和国时期，苏联往往是法国的一张牌，既可以成为抗衡美国的筹码，也可以作为平衡东西方关系的手段，倚苏抑德，还可以在发展法苏关系中捞取经济实惠。

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戴高乐对苏联的霸权十分敏感和存有戒心，主张加强法国的军事力量和依靠大西洋联盟来遏制苏联的影响和扩张。因此，法国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在东西方对抗的关键时刻对苏联采取了坚定的、毫不妥协的立场。1960年5月，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当赫鲁晓夫就美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要求美国公开道歉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准备退让时，戴高乐则鼓励他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在1961年柏林事件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法国政府都表示坚决地站在西方盟国一边。

然而，戴高乐主张“建立一种新秩序来代替冷战”，这种新秩序就是东西方的缓和。他表示法国不仅要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普遍缓和而努力，而且还要成为“缓和的榜样”。他认为缓和的主要内容是改善东西方关系，首先是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法国从1959年开始对苏联采取接二连三的行动，1960年3月邀请赫鲁晓夫正式访问法国。法苏两国领导人就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为缓和东西方关系做进一步努力。法苏有关部门还签订了一项文化技术协定。1961～1963年，法苏关系由于1961年的“柏林墙”事件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而停滞不前。直到1964年，法苏关系才开始解冻。1966年6月，戴高乐应邀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高规格的礼遇。双方决定在两国政府间进行经常性的磋商；同意在爱丽舍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直接通话的热线；两国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以及和平利用空间探索和研究合作协定；建立了法苏混合委员会，负责定期研究在执行经济、贸易和科技协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此后，戴高乐继续推行以“缓和、谅解、合作”为内容的东方政策，作为法国元首于1967年和1968年相继访问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从而使法国与苏联和东欧全面开展了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二 蓬皮杜总统时期的法苏关系

蓬皮杜作为戴高乐的忠实门徒和亲信，继续推行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不过，他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某些调整。

蓬皮杜意识到，苏联在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在全球各个地区寻求扩张，因而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增加，对苏联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的警觉。但是，蓬皮杜同时认为，苏联也需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谋求与西方的缓和，特别在欧洲地区。蓬皮杜还看到，法国只有继续戴高乐的“缓和、谅解、合作”政策，才能遏制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发展势头，才能借苏抗美，才能建立起美苏的均衡关系。于是，蓬皮杜一改前任总统生硬和粗暴的做法，加强了与苏联的对话。

蓬皮杜于1970年10月首次访问苏联。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召开欧洲会议将有利于欧洲的和缓”的建议。通过访问保持和发展了法苏两国的特殊关系，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建立起两国外长定期政治磋商的机制。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正式回访，并签订了“合作原则”的文件，又把两国关系推进一步。1974年3月，正当法美关系紧张之时，蓬皮杜抱病再次访问苏联，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关系，增加了抗衡美国的资本。

三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的法苏关系

吉斯卡尔·德斯坦根据国内外新的形势也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采取了防务加缓和的方针。法国面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一方面不断增加防务经费和加强国防，并改组和加强海外干涉部队以防范苏联的迂回包抄；另一方面，他认为国际之间的缓和已进入高潮，“缓和无法替代”，因而主张“保护缓和成果”，继续执行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的政策，坚持与苏联保持对话以及经济贸易的往来。

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首先访问法国。两国确认了定期政治磋商制度，特别是在首脑一级的政治磋商。法苏签订了1975～1979年经济合作协定，从而使这个时期两国贸易额翻了一番。1975年10月，吉斯卡尔·德斯坦对苏联正式进行国事访问。在与苏联首脑会谈中，法国总统强调缓和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应当扩及意识形态领域。此后，吉斯卡尔·德斯坦又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国事访问。其中1979年4月最后一次的访问，法国同苏联签订了一份10年合作计划，稳定地发展法苏经济贸易，使法国成为西方仅次于联邦德国的苏联第二大贸易伙伴。

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吉斯卡尔·德斯坦公开表示反对对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制裁，于1980年5月19日到华沙与勃列日涅夫会晤长达三个小时，引起了盟国的极大不满。法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显示其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但遭到苏联愚弄之后也成了外交上的笑柄。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得不承认，缓和政策没有向人们意料的方向发展，而是造成了有利于苏联力量对比的变化。

四 密特朗总统时期的法苏（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密特朗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强硬的针锋相对的立场，明确表示欧洲军事力量的不平衡、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威胁波兰构成法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消除，法国就不会与苏联保持正常的关系。法国由此中断了两国首脑定期举行的政治会晤，把两国交往降到最低水平。法苏“特殊关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法国在冻结对苏联政治关系的同时，却继续开展与苏联的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以便减轻法国外贸逆差的压力和获取经济实惠。法国政府于1982年1月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并决定向苏联出口输气管设备。1983年1月，法苏混合委员会强调还要在“更平衡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法国总统密特朗对苏联采取“政经分离”的原则，可以增加法国与美国打交道的筹码，也为将来对苏联在政治关系上的解冻留下后路。

80年代中期，僵冷多年的法苏关系开始解冻。1984年6月，密特朗到苏联正式访问，通过访问，法苏两国表示反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通过访问，法苏两国重新恢复了特殊关系。此后，法苏首脑又多次进行互访。1988年11月，密特朗的访苏，把双方的政治对话提高到每年一次首脑会晤和两次外长会晤的新水平。法国向苏联提供20亿美元贷款，投资兴建铝品合资企业。双方还着手拟订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的长期计划。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再度访法，签署了22项文件和协定，其中包括航空航天、农业、林业、运输、文化、电视和人员培训等，从而加深了法苏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法苏还确定了未来20年双方合作的目标。

苏东剧变后，密特朗及时地调整了对俄罗斯、独联体和东欧的政策，于1992年2月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法。双方在总统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两国不再是“潜在的敌人”，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进入了更加亲密的新阶段。两国签署了《法俄条约》，以替代1990年签订的《法苏谅解与合作条约》。法国政府还慷慨地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1994年，法俄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深化了两国的关系。在这期间，密特朗还访问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恢复了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传统联系”，1994年又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法国还与乌克兰等独联体其他国家加强了联系。

五 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俄关系

希拉克当选总统后，继续调整法俄关系。他与西方国家一道强调应该保持俄罗斯政治的稳定，利用一切手段支持叶利钦，推进俄罗斯的改革进程。

1996年1月，希拉克和叶利钦在巴黎会晤时商定建立法俄经济合作委员会，以便提升两国经济和贸易往来的水平。法俄签订了经济合作委员会总协议，以及能源、环境保护、信息技术、石油化工、工业资本等六项经济合作协议。法国还向俄罗斯提供8亿美元的贷款。1997年9月，希拉克总统访问俄罗斯，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提高到新水平，并建立了“优先伙伴”“特殊伙伴”的关系，为俄罗斯融入欧洲和建立“大欧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后，法俄关系一波三折。一向标榜是“人权故乡”和“人权旗手”的法国支持车臣的非法武装活动，频频地向俄罗斯政府施加压力。法国还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接待了车臣非法武装的“外交部长”，从而恶化了法俄关系，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但是，希拉克意识到法俄关系的恶化不仅使法国失去了俄罗斯这样广阔的市场，而且也丧失了对付超级大国美国的一张牌。因此，希拉克调整了对俄罗斯的政策。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纳在2000年8月法国第八届使节会议上声称，法国对俄外交政策是：第一，坦诚对话；第二，援助；第三，对援助的使用保持警惕；第四，对提供援助方向做出规定；第五，为政治解决车臣问题保持压力。

正是双方的需要使法俄开始接近起来。2000年10月底，普京应邀首次对法国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访问。两国总统会晤取得了“双方满意”的成果，从而使法俄关系解冻。俄罗斯一向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部署导弹防御计划，法国则是对这项计划持保留态度。双方大体相同的立场使法俄关系进一步发展。2001年7月，希拉克访问俄罗斯，与俄国总统普京展开议题广泛的会谈，有关战略安全、航空及太空事务是会谈的重点。通过访问，法俄还签署了一项双边航空协定，赋予双方航空公司飞行优先权。自此，法俄关系逐渐升温。

六 萨科齐总统时期的法俄关系

萨科齐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法俄两国在诸如美国在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科索沃前途、伊朗核计划、中东局势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南辕北辙，相互指责。尽管2007年10月萨科齐访问莫斯科，法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两国缺乏相互信任，从而使两国关系实际上进入了“冷冻期”。

2008年，法国调整对俄的政策。萨科齐把俄罗斯列入“相对大国”的范畴，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恢复元气”的大国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员，法国必须同俄罗斯和世界上所有大国建立起稳定的平衡关系。俄罗斯也认为，改善俄法关系是当务之急。

2008年5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法国，法俄关系开始解冻。2009年11月，法俄签署了20余项涉及经济、能源、环境、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协议。2009年法国在俄罗斯举办文化交流年，2010年俄罗斯在法国举办文化交流年，双方在对方进行数百项文化交流活动，以推动两国的相互了解与往来，增进两国的友谊。

2010年，法俄两国领导人进行互访，并签署一系列经贸合作项目。自此，法俄建立起“特殊关系”，从而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法俄的经贸往来从2006年起正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法国已是俄罗斯的第七大投资国，对俄出口列在法国出口的第9位。

此外，通过法俄的特殊关系，还带动了与德国的关系。被称为“头脑风暴”会议的法、德、俄三国首脑会议于2010年10月18日至19日在法国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萨科齐、默克尔和梅德韦杰夫就欧洲安全战略、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伊朗核问题、中东和平进程、阿富汗问题等进行了磋商。三国强调改善欧洲与大西洋地区及欧亚地区的安全状况，12月在哈萨克斯坦召开的欧安组织峰会将是朝此目标努力的“重要机会”。三国还要求加强欧俄安全合作及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内的安全合作。

七 奥朗德总统时期的法俄关系

奥朗德认为，俄罗斯是“金砖国家”之一，而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0%。法国重视俄罗斯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认为它构成多极世界的一级。奥朗德还认为，法国与俄罗斯保持着特殊的传统关系，维系着经济、军事、文化的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考量，法国要加强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寻求解决国际危机之道和全球治理的问题。

2012年11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法。两国就欧元区经济形势和双边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会谈。法俄两国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能源效率以及交流投资经验两项协议。2013年3月，奥朗德访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双边合作、国际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有必要继续维护两国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签订了9项协议，涉及铁路、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双方签署的简化签证制度协议，法国同意放宽对俄商务人员和大学生的签证手续。普京在发布会上还特别指出，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将落实一批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在航空航天、能源和核能方面。此外，法俄两国还加强了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由于奥朗德总统和普京总统政治理念的不同和外交政策的差别，双方诸如在中东和北非局势、叙利亚问题，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奥朗德当政时期的法俄关系不是一帆风顺。

第六节 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一 戴高乐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法国原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早在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法国就开始了在非洲和北美的殖民活动。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国开始了殖民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到20世纪初，法国的殖民地扩大到106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5640万。法国殖民地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从法国入侵殖民地的第一天起，当地的人民就开始了反法的活动和斗争。二战后至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当局为了维护殖民帝国的利益，对殖民地的人民斗争进行残酷的镇压。在镇压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法国被迫承认一些国家的独立，例如，1946年法国结束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1951年英法共同占领的利比亚获得独立，1954年法国声明尊重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独立，1956年法国同意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但是，这仅仅是法兰西帝国的很小部分，大部分的殖民地依然在法兰西帝国的统治和压迫之下。

戴高乐重新执政的初期，并未放弃法兰西帝国的思想。当戴高乐于1958年8月到几内亚访问时，迎接他的却是要求独立的标语和口号。他十分沮丧地向几内亚领导人指出：独立就意味着同法国一刀两断。这番威胁的话不仅是说给几内亚听的，而且也是在告诫其他法属殖民地国家。

但是，在一股势不可挡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潮流冲击下，戴高乐意识到军事上的镇压和政治上的点滴改革均不能奏效，不得不承认要顺应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潮流。他还看到，美国正在利用法国殖民帝国分崩离析之机，积极插手，企图取而代之。于是，他被迫改弦更张，提出非殖民化-合作的政策。为了让新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法国议会两院于1960年通过修改宪法第86条。经过修改的该条文规定，法属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并同法国签订合作协定后，可以参加法兰西共同体。

1960年这一年，在法国被称为“非洲独立之年”。正是这一年，除吉布提外，法属非洲殖民地和托管地相继获得独立，仅法属黑非洲就有12个国家取得独立。在这之前，已经有几内亚、马里等获得了独立。

接着，戴高乐着手解决急迫和棘手的阿尔及利亚问题。1958年6月至1959年9月，戴高乐采取以军事征服为主、绥靖和改革为辅的方针。戴高乐重新部署兵力企图一举歼灭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同年10月，他呼吁通过调停或谈判来实现停火和“体面的和平”，并同意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后实施一项为期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或叫“消灭贫困计划”，但遭到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的拒绝和当地穆斯林的抵制。1959年9月至1961年5月，戴高乐在上述政策破产的情况下提出民族自决的政策，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做出了反应，并准备就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前途与法国进行对话。于是，1961年5月至1962年3月法国与阿方谈判，几经周折，终于签订了《埃维昂协议》，同意停火和举行公民投票，从而结束了历时8年的殖民战争。同年7月，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赞成并宣布独立，从而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统治。

戴高乐的“非殖民化”目标，是要创立一种新的“合作”。在法属殖民地和托管地独立之后，法国立即与这些国家分别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定和军事协定，还通过支持法语非洲国家会议和非洲-马达加斯加共同体组织等区域性的“合作”等方式，维持和发展法国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势力、利益和影响，防止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渗透。

1963年以后，戴高乐强调法国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的重要性，进一步把“合作”政策变成世界性的政策，推广到法国传统势力以外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为法国资本开辟新的市场。法国的策略是保持非洲，重返亚洲，插手东欧和拉丁美洲。

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的警告以“如实地承认世界”的现实态度，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4月，法国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会议上主张越南中立，赞扬柬埔寨拒绝该组织的保护。同年3月，戴高乐第一次到美国的“后院”墨西哥访问，强调法国“重新关注拉丁美洲”。同年9月，他又访问拉丁美洲10国，并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文化、技术、贸易和经济协定。在访问期间，他鼓励拉丁美洲国家独立自主，反对一切外来干涉。

戴高乐的“非殖民化-合作”政策，实质上是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采用新的形式和手段来维护法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利益和影响，特别是通过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合作协定来维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并极力扩展法国利益和影响的新空间。

二 蓬皮杜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蓬皮杜上台后，把一向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和战略后方的非洲和地中海放在仅次于欧洲政策的地位，他要巩固法国在非洲的地位，扩大法国在中东的影响。

1971年2月，蓬皮杜沿着前任总统访问过的路线在非洲兜了一大圈，加强了法国与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他巩固和发展了同北非三国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缓解了因没收法国石油公司引起的与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关系，从而使两国仍然以特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1973年11月，在法国的倡议下，在巴黎召开了首次法非首脑会议，即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定期会晤，以更好地维护和加强法国与前法属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法非首脑会议定为每两年举行一次，在不举行首脑会议的年份，法非外长举行磋商会议。法国正是通过法非首脑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与法语非洲地区国家的联系，并扩大了法国在非洲的影响。

在中东，蓬皮杜一方面在中东十月战争中采取亲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对以色列禁运武器和向埃及提供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当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决定使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等国，美国等13个石油消费国决定进行回击时，蓬皮杜考虑本国石油主要依赖中东地区的供应，不敢得罪阿拉伯国家，因而反对美国等国家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严厉地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和欧洲伙伴国随声附和的立场，提出欧洲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对话。蓬皮杜的中东政策在西方国家中独树一帜，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从紧张走向缓和，也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三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政时，在其提出的“世界主义”的外交政策中，把改善和加强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他自诩是一个“黑非洲或阿拉伯非洲或穆斯林非洲的特殊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强调法国在非洲的存在，竭力维持与非洲国家的特殊关系。他频繁地访问黑非洲和马格里布三国，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国家元首。当乍得发生内乱时，他立即于1978年8月派兵干预，从而阻止了内乱，稳定了政局。他对利比亚出兵干涉乍得内政做出强烈反应。鉴于中非皇帝亲自参与屠杀100名儿童引起国际社会的哗然，他于1979年终止对该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支持该国反对派推翻帝制和恢复共和制。此举不仅维护了法国在中非的利益，而且还博得了非洲国家的好感。他还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采取军事行动击退了古巴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从而挫败了苏联在非洲扩张的企图和从非洲“来改变西欧地位”的包抄战术。

他继续执行在以阿冲突中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并随着法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加深，法阿关系也愈加密切。1974年，吉斯卡尔·德斯坦不顾美国的阻挠提出“南北对话”的倡议。1975年12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初步进行了部分南北国家的对话。1980年3月，他对科威特、巴林等阿拉伯六个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访问中提出欧-阿-非三方对话的建议，以欧洲的技术、阿拉伯的资金、非洲的资源建立一个“巨大的联合体”，作为多极世界中的平衡因素。他的构想得到了海湾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此外，法国还首次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法国此举有助于缓和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紧张关系。

四 密特朗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密特朗为了确保法国的经济利益、传统势力范围和发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特殊作用，采取了“有利于南方”的政策，即主张恢复南北之间的平衡，彻底改革南北即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他还从民族自决、基本人权、富国尽可能援助穷国、支持民族民主运动等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倡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因此，法国积极主张和推进南北全球性的谈判，建立南北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国政府决定把发展援助资金由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0.35%提高到1988年的0.7%，其中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于1985年达到0.15%。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和提高法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形象，促进南北对话，缓和南北紧张的关系。

与此同时，法国把保持非洲的传统阵地和开拓非洲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作为“第三世界主义”的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在中东，密特朗一改前任“一边倒”的做法，宣布承认以色列有权在国境内生存、巴勒斯坦享有自决、黎巴嫩恢复统一和独立的“存在、平衡与和平的政策”。这项政策扩大了法国在中东的回旋余地，增加了法国在该地区的分量。法国以“人权”“道义”作为制定中美洲政策的出发点，加强外交行动，向尼加拉瓜出售军火，对智利实行军火禁运。法国在美国后院打进一个楔子。

密特朗以重返东南亚为目标，把印度作为法国“第三世界主义”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两个是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发展与印度的“特殊关系”。

在中东，法国推行富有戴高乐色彩的重阿轻以的政策，在两伊战争后谋求同伊拉克关系正常化。在亚洲，法国推行重返印度支那的政策，并随着柬埔寨问题逐步走向政治解决加快重返印度支那的步伐，与印度支那三国建立了长期和全面的合作关系。

法国还积极推进南北对话与合作，主张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法国政府以“新现实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世界主义”外交政策为法国树立了“开明大国”的形象，维护了法国在非洲的利益，扩大了法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

五 希拉克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希拉克执政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调整了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法国考虑到财力和防务改革的要求，决定大幅度调整对非洲的政策，并使法国在非洲的伙伴多样化。在军事上，素有“非洲宪兵”之称的法国于1997年开始将驻非洲六国的8000人部队削减1/4，同时精简那里的军事设施，不再进行无利可图的武装干涉和“人道行动”，而是要借助欧洲联盟国家共同干预非洲事务。

与此同时，法国强调在非洲的存在，积极出资培训和装备非洲国家的维和部队，并坚持在非洲参与维和行动。在经济和贸易往来方面，法国已经占非洲市场份额达21%，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近年来美国逐渐扩大在非洲市场的份额，与法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法国不仅要巩固法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阵地，而且还加强与南非、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的经贸联系，并积极打开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英语国家的经贸通道，使法国在非洲的伙伴多样化。法国新的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正是通过希拉克总统于1998年对南部非洲进行访问体现出来的。

法非首脑会议仍然是法国对非洲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平台。1996年，第19届法非首脑会议邀请除索马里外的所有非洲国家出席，共有44个非洲国家首脑与会。2001年1月，第21届法非首脑会议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非洲国家共有51个，为历届之最，其中25国国家元首与会。本届会议的主题是“非洲面临全球化挑战”。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会上继续强调民主、人权等原则的重要性；提出“合作、不干涉、不漠视加约束”的对非政策，宣布额外免除19个贫穷国（含15个非洲国家）5亿欧元的商业债务；承诺继续充当非洲国家的代言人，推动其他西方大国进一步增加对非援助，尽快履行对非减债承诺。

希拉克提出重返中东，力图打破美国垄断中东事务的局面。他多次访问中东和阿拉伯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外长就解决巴以冲突于1996年提出“八点和平方案”，得到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法国在对伊朗政策上有意与美国的政策拉开一定的距离，保持与伊朗的对话关系，要求停止对伊拉克的禁运，从而为法国重返中东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希拉克还开拓亚洲的“外交新疆界”，制定与亚洲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法国领导人及部长多次访问亚洲国家，与其领导人进行广泛的接触，加强与他们的关系，开创了过去没有的磋商习惯，进一步密切与亚洲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拉丁美洲，希拉克于1997年初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家，倡导召开欧洲-拉美首脑会议，从而扩大了法国在拉美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影响。

六 萨科齐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萨科齐总统提出“非洲优先”，并要转换法国在非洲的角色，原因是：第一，北非、西非和中非历来是法国传统势力范围，必须捍卫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第二，伊拉克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加紧渗入非洲，使法国感到威胁。第三，随着“金砖四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使法国疑虑重重。所有这些，使萨科齐在处理非洲关系上有了某种紧迫感。

在萨科齐总统执政的初期，法国推行维持和稳定非洲的政策，“稳定……是一切外交行动的关键词”。正是在稳定非洲政策的指导下，法国淡化对非洲腐败和缺乏民主的价值观外交取向，收缩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和减少在非洲的驻军，强调法非平等的政治关系，发展法非的经贸联系，深化与非洲特别是与北非、西非和中非的合作。萨科齐在2007年7月间两次先后访问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塞内加尔、加蓬等国，希望法非在“基于现实”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平衡的合作伙伴关系。自此，法非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萨科齐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以实现该地区和平。2010年5月底至6月初，第25届法非首脑会议一扫往日“政治色彩”，改由“经济挂帅”。此次峰会还邀请近250名法非商业和企业界人士参加，就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以加强法非的经贸联系。2010年是“非洲独立年”50周年，萨科齐邀请多达12个非洲国家元首参加法国国庆观礼，13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军队参加法国国庆阅兵。萨科齐还特别宣称，非洲是法国“后院”的观念已经成为过去，法国不再也不会以非洲的特殊伙伴自居。

2011年风云突变，北非、中东和西非一些阿拉伯国家先后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爆发内战，法国不再推行维持和稳定非洲的政策。于是，法国开始转换在非洲的角色，从维持稳定外交改变为“人道主义干涉”：第一，重新强调人权、人道、民主等法国价值观外交，承认北非、中东和西非一些伊斯兰国家出现民主化潮流。第二，2011年年初，当突尼斯和埃及发生“茉莉花革命”时，法国的反应则是犹豫和迟钝，招致国内舆论的批评。为了恢复法国以人权祖国自居的形象，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变法国外交被动为主动，必须在非洲政策上改弦更张。第三，在法国，萨科齐的威信因内政的缺失在民意测验中降到历史最低点，为了提高威信，也是为了赢得2012年大选，他必须争取在外交上得分。

2011年年初，利比亚局势发生动荡，政府军与反政府力量发生武装冲突。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与英国联手倡议经济制裁利比亚并于2月26日获得安理会通过，3月10日法国抢先正式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组织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又推动安理会3月17日通过了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允许动用“一切手段”保护平民，实际上是授权西方对利比亚发动战争。于是，3月19日法国战机率先起飞轰炸利比亚，从而拉开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的序幕。法国还扶持反对派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弹药和培训武装人员，最终帮助反对派力量于8月中旬攻占首都的黎波里，导致卡扎菲政权的彻底倒台。法国对利比亚军事干预的成功，获得了法国从政界到媒体一致的支持，反对党也叫好，甚至多数法国公众也表示满意，从而使萨科齐的人气有所上升。

科特迪瓦总统巴博自2000年执政以来，同法国的关系不和，甚至发生过科特迪瓦军队袭击法国驻当地军营的事件。2010年11月28日科特迪瓦进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巴博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瓦塔拉互相指责对方舞弊。12月4日，巴博和瓦塔拉各自宣誓就任总统，科特迪瓦从而陷入政治僵局，暴力事件频发，最终酿成武装冲突。法国在这场战乱中明确支持瓦塔拉，并且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巴博下台和对科实施制裁的决议。2011年4月，法国军队与联合国驻科行动团联手向巴博的兵营和驻地发动袭击，最终活捉了巴博，并把他交给了瓦塔拉政权。巴博政权的倒台为法国恢复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铺平了道路。

萨科齐在苏丹问题上采取更为坚决和积极的态度。在萨科齐本人的倡议和推动下，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于2007年6月下旬在巴黎举行。此后，法国又在联合国积极斡旋最终使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组建的维和部队。

2007年12月，萨科齐对埃及进行首次访问。通过访问，法国和埃及两国加强了在经贸、投资、文化和核能领域的合作。通过此次访问，法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扩大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对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萨科齐改变了以往亲阿拉伯、远以色列的立场，同时对巴以之间的冲突进行积极的斡旋。2008年年底，以色列军队开始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萨科齐前往中东地区展开斡旋。自2011年6月1日起，法国外长朱佩到中东穿梭访问，力促阿以的和谈，并使双方达成妥协。

法国加快了介入伊拉克的步伐，与伊拉克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参与伊拉克的重建，扩大法国在伊拉克的市场。2008年1月初，萨科齐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三国进行访问，同这些国家就经贸合作达成了多项协议，签署了多个供货合同。法国与阿联酋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军事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法国将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设立永久性海军基地。

自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内部动荡后，法国立即改变对叙利亚现政权的政策，率先承认了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全国委员会”。法国还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镇压反对派和屠杀平民为由，力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或制裁大马士革的决议。法国深深地陷入干预叙利亚内政之中。

法国以往一直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愿意在伊朗放弃谋求核武器的基础上与之发展正常外交关系，进行经济合作。但是，萨科齐总统上台后，以“价值观外交取向”和推进伊朗“民主化”对待伊朗，其外交立场强硬起来，并以武力相威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11年11月发表伊朗可能制造核弹的报告以及法国驻伊朗外交官遭殴打后，法国立即进行报复，缩小驻伊朗使馆规模，并推动欧盟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但是，反对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法伊关系进一步恶化。

萨科齐总统于2010年12月访问印度期间，称赞印度是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强国，承诺法国将支持印度争取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法印两国签订了高达150亿欧元的商业协议，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70亿欧元的核电合作协议和50亿欧元的军售协议。法国通过加强法印关系，扩大对亚洲的影响。与此同时，法国还加强与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柬埔寨等亚洲国家的战略关系。

巴西总统卢拉在2009年三次访法，且都是在重要的多边会谈之前，充分显示了法国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萨科齐2009年9月7日访巴期间，两国签署了一项总金额达123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法国通过加强与巴西的关系，巩固和扩大了法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和影响力。

七 奥朗德总统时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对于非洲，奥朗德表示法国谋求与非洲国家建立“相互尊重和透明”的新关系，建立新的格局。

2012年12月，奥朗德出访阿尔及利亚。访问期间，奥朗德不仅承认1945年5月8日在塞提夫（Setif）进行的大屠杀，而且正式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承认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方在巴黎对阿尔及利亚示威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法阿两国签署《法阿友好与合作阿尔及尔宣言》以及10余项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决定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合作关系。2013年4月，奥朗德出访摩洛哥，双方签署30多项意向书和合作协议。合作的领域包括农业、食品、废水再处理、再生能源和交通。

2012年3月，马里发生政变，反政府武装占领北部基达尔、加奥、通布图三个大区。2013年1月，马里反政府武装南下，攻占多座城镇，首都巴马科告急，马里政府向法国寻求援助。1月11日，法国应马里政府要求在马里开展军事行动，共计投入4500人左右的兵力。法军与马里军队向马里北方推进，先后夺回加奥、通布图、基达尔等北方主要城市。4月，法国宣称在马里的军事行动已“达到目的”，阻止极端势力武装分子的攻势，夺回被占领的城市并搜寻武装分子藏身地。法国开始从马里撤军。

在西亚，法国率先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为叙利亚唯一合法政权，积极参加“叙利亚之友”会议，坚持寻求在叙利亚实现政治过渡，并以巴沙尔下台为前提条件。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宣告失败后，法国与英国一道推动国际社会增加对叙反对派的支持以及解除对叙反对派武器禁运。法国对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南部“新的暴力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巴以双方保持克制，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法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法国信任并支持也门总统哈迪在过渡任期内为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法国认为，伊朗已很多年“无视国际社会要求，逃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不遵守安理会决议和发展不以民用为目的的核计划”。法国准备实施新一轮制裁。

在南亚，奥朗德率团于2013年2月访问印度。奥朗德总统相当看重印度之行，促进法国和印度国防合作升级，争取军售大单，扩大能源贸易，两国联合开展武器的研发和生产，深化双方于1998年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东亚，法国外交重点放在中国和日本。2013年6月，奥朗德于2013年6月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他是17年来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首位法国总统，一改前任法国总统忽视日本的状况。通过访问，法日两国就拓展“特殊伙伴关系”达成协议。法日两国未来将在“特殊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在国际政治、双边经贸、文化交流等三大领域，共同展开合作。2013年2月12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当天进行核试验，称将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此采取严厉措施。

第七节 法中关系

一 早期法中关系

法中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根据史书记载可追溯到13世纪。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首次派遣以安德烈·隆瑞莫（André Longjumeau，或作Longjumel）为首的使团到达蒙古，获得了有关蒙古风俗习惯的第一手资料。1252年，路易九世再次派遣特使纪尧姆·德·吕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出使蒙古，吕布鲁克于1254年8月带回蒙哥大汗给路易九世的回信归国后，写了一部介绍中国的游记，从而使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有了一鳞半爪的认识：原来欧洲人传言的“丝国”就是中国，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一个人口众多和手工业发达的国家。这本旅行记述，要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早半个世纪向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的信息。此后，路易九世多次派遣使者前来中国。由于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罗马教皇开始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就有几个是法国人。明朝末年，在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里，第一个来华的就是法国耶稣会士尼古拉·特里戈（Nicolas Trigault，原译金尼阁），他于1610年和1620年两度来华，1628年死于杭州。此后至1773年耶稣会解散为止，法国有100多人先后到中国传教。

1698年11月2日，路易十四派遣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抵达广州，从此法中两国开始了海运的直接贸易。法国为此设立“中国公司”，专门从事对华贸易。自此，法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到18世纪上半叶，法中贸易已接近英国、荷兰等国对华贸易的水平。1776年，法国在广州设立领事，以保护法国在中国的利益。

从19世纪中叶起，法国资本主义竭力对外扩张，掠夺海外殖民地。法国继葡萄牙、荷兰、英国和西班牙之后入侵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一起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等侵略战争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港通商，控制中国关税，索要赔款，获得最惠国待遇和瓜分中国领土。自那时以来，法中关系进入了最不光彩的时期。

但是，法国当局的侵略行径并不能阻挡两国的民间往来。中国早期的翻译家严复、林纾、学者王韬、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地介绍了法国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吸引了追求革命和理想的中国青年，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纷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一大批革命青年如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赴法寻求救国的真理，在巴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大革命以来，法国也有许多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同情和向往中国，以他们的作品介绍中国的革命、哲学、文化和文学。法中文化交流进入了第二次高潮。

二 第四共和国时期法中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第四共和国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一度对中国采取孤立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巩固和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四共和国政府不能无视新中国存在的事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法中两国之间的官方、半官方的关系，至于民间的友好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

1952年5月，法国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工会等民间人士发起成立了法中友好协会，并在许多地方成立法中友好协会分会。1954年9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首次访问了新中国，从此，法中两国的民间交往通过这个渠道和其他渠道进一步开展起来，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1952年8月，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和法国政府代表签订了第一个中法易货合同，从而揭开了两国贸易往来的序幕。1953年5月两国签订了《关于易货贸易的协定》。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从而扫除了法中关系的障碍，使两国各方面的交往开展起来。1955年10月，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1956年1月，法国经济代表团访华，并发表联合声明。1957年5月，一向对发展法中关系持积极态度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egard Faure）及其夫人应邀访华，受到中国高规格的接待。在华访问期间，他向记者表示法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三 第五共和国时期法中关系

1.戴高乐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中关系进入快车道。第一，法国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法中关系的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第二，法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必再受到美国的干预和约束。第三，新中国已经相继获得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承认，作为西方和西欧主要国家的法国要及时弥补这一过失，面对新中国存在的现实和赶上时代的潮流。第四，法国要借用东方的中国共同打破美苏主宰世界的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第五，法国需要在新中国开辟资本和商品市场。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法国加快了法中两国接触的步伐。1961年和1962年，法中两国外长在参加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多次会晤，双方都表达要建交的愿望。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带一封戴高乐亲笔授权富尔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的信件访问中国。在访华期间，富尔同中国领导人就建交的条件、建交的规格和方法进行深入和详尽的讨论，从而为两国未来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964年1月9日，法中两国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并于1月18日达成协议。1月27日，法中两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公报确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1月31日，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称赞中国有“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古老文明，确认新中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法国应该“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他还指出，要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亚洲的问题，撇开中国是绝对不能想象的。法国作为西方大国，冲破美国和台湾的重重阻力，率先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表现了戴高乐总统的非凡勇气和远见卓识，深得中国人民的敬佩。

法中建交后，在法国立即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法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往日益开展起来。1965年，戴高乐总统的特使法国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访华，他是法中建交后第一个正式来访的法国部长。1966年6月，法中两国签订航空协定，开通了北京至巴黎的空中交通，从而缩短了两国交往的距离。

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在任总统期间如此，在下野后多次提到访问中国：“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十分惋惜的是戴高乐猝然逝世，来不及实现他的计划，为法中关系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2.蓬皮杜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鉴于美中关系的大门已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已恢复、西欧国家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作为第一个打开对华关系的西方大国的法国，决心积极推动法中关系，开展与中国的高级政治对话，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开展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因此，法中两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交往的级别也越来越高。

1973年9月，蓬皮杜总统怀着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向往和被新中国所吸引，不顾癌症缠身，应邀访华。在访华期间，法中两国领导人就国际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法中公报》表明两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显示了在许多主要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一致或近似的看法，“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经济关系方面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方面，特别是在发达的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还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和加强在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自此，法中关系通过蓬皮杜总统的访问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对推进法中关系给予高度关注，首先，他认为两国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基本问题上“两国做出同样的反应，寻求同样的解决办法，而且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同样的结论”。其次，中国是多极化世界的一极，法国可以利用中国作为砝码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进行周旋。最后，法国要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以缓解处于滞胀阶段的法国经济。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法国政府主动邀请邓小平副总理于1975年5月访法。在访问期间，两国商定法中外长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1978年1月，法国雷蒙·巴尔总理访华，两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0月，中国总理访问法国，两国签订了《关于法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关于互设领事机构》《关于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计划》等文件。1980年10月，怀着对中国浓厚兴趣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正式对中国进行访问，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国际重大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深入地进行讨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还到西安和拉萨访问，他是第一位访问西藏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他还到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也是第一个西方国家元首在中国公开演讲。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华富有成果，决定两国外交部进行定期磋商，两国合作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决定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法中两国关系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期有了进一步发展。

4.密特朗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密特朗总统时期的法中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1～1989年5月为第一阶段。密特朗上台后，欲借重中国反对世界两极的格局和均衡世界多种力量，借重中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与中国协调以便使法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联系。为此，1983年5月，密特朗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就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取得相同和相近似的看法。两国领导人就柬埔寨问题进行磋商，分歧已经缩小，误解已经消除。双方都认为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法中两国还签订了法国向中国提供四个核反应堆的谅解备忘录。从此，“法国把中国看作是它在亚洲的特殊伙伴”。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中两国高级领导人互访十分频繁，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也有进一步发展。

1989年6月至1993年为第二阶段。密特朗和社会党执政以来，对外推行“人权外交”，对中国亦是如此。1989年夏季在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法国对华进行“制裁”，中止了法中的政治对话和高层往来，冻结了两国军事方面的合作，从而使法中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法国不久立即意识到，制裁对中国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对法国在政治、经济和贸易上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从1991年4月，法国外长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认为法中关系已经正常化。中法混合委员会也开始恢复工作。两国的经贸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法国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于1991年和1992年分别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护卫舰和战斗机。法中关系又进入困难时期。

1994～1995年为第三阶段。1993年3月，巴拉迪尔任总理后，着手调整对华政策。1994年1月，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承诺不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地区。法中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从此，两国高层互访增加，两国在经济、科技、贸易和文化上的交往日益频繁。

5.希拉克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后，大力调整法国外交，确定开拓亚洲“外交新疆界”，并以中国作为重点的方针。

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应邀访华，两国签署了《法中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法中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稳定、友好的全面伙伴关系，从而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决定进一步密切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推动联合国改革，促进裁军，保护环境，加强发展援助，反对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法中两国决定建立交往和磋商机制，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双边高层会晤和至少两次外长会晤，以便保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经常性的联系，对于加深相互信任和了解，促进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双方还决定建立外交部之间各级的磋商并使之制度化，继续深化有关战略问题的对话。双方鼓励两国议会、地方、团体和行业组织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两国决心发展双方的经贸伙伴关系，鼓励在对方的投资，加强技术和工业的合作，推动两国中小企业参与双边贸易。双方将加深文化、教育和科技交流。希拉克总统的访华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从而扩大了法国在亚洲的影响，也推动了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自此以后，法中各层次往来不断，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再次访华，双方确认在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法更应该密切在国际社会中的协调与合作，巩固和加强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继续保持和密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与联系，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2001年4月，两国决定于2003年和2004年互办文化年活动，在双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将举办文化和教育活动，并对公众开放。2003年秋，在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启动，300多项官方和民间共同组织的节目陆续展现。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年内进行了互访，表明中法两国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希拉克访华期间，为在中国的法国文化年活动揭幕，并与中国签署了核能、交通、航空和农业等方面的20多项贸易合同或协议。由于中法贸易合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国已成为欧盟第二大对华出口国，中国也成为法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6.萨科齐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萨科齐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甚至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对世界和平稳定有关键影响。他指出，法中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法国外交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基点，他要在保持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基本框架上，把两国关系推向更加“务实”，造成“双赢”的局面。他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2007年11月，萨科齐把中国作为出访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通过访问，进一步扩大了法中两国合作的领域，深化了两国的经贸关系。

但是，2008年，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过程中发生“藏独”分子袭击事件，达赖访问欧盟受到轮值主席国法国隆重欢迎，由此中方随即取消了原定于同期举行的中欧峰会。由于萨科齐和法国的原因，导致法中关系跌入低谷。

“解铃还需系铃人”，萨科齐三次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表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在2009年4月G20峰会中，法中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会晤，就法中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萨科齐宣称，无论法中关系如何变化，他都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今后双方关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稳定和谐地发展；法方愿同中方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领导人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的背景下，双方应该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干扰，携手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两国应该加强高层交往及各领域的合作，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沟通和协调。法中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恢复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两国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7.奥朗德总统时期法中关系

奥朗德在第20届法国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把中国列为新兴大国之首，高度重视法国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符合法国关于世界多极化的理念，对法国和世界来说是机遇。他还认为，中国和新兴国家能够更多地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而法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保持更密切的沟通和协调。奥朗德确认其战略意义的同时，对华关系上更加强调扩大经贸、投资、能源、航空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2012年6月，奥朗德在出席20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次见面。他在会见中强调了法国新一届政府坚定不移致力于发展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立场。同年7月初，法比尤斯外长访问中国时表示，法国新政府将发展法中关系作为外交上的一个优先选择，希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好法中关系。他希望双方建立起“更高质量的伙伴关系”。

奥朗德总统于2013年4月25～2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法中双方发表《共建和平、民主、繁荣、进步的世界的联合新闻公报》。

公报宣称，两国元首决定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延续元首年度会晤机制，加强战略对话，为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中法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活力。两国元首强调将本着互利和共同发展原则加强经贸合作，强调推动能够长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投资的重要性和为对方国家投资提供透明有利的环境的必要性。两国元首同意加强法中在经济和财经问题上的合作，决定建立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机制。将核安全合作作为此伙伴关系的第四支柱。双方愿进一步加强两国民航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同意扩大在铁路、现代农业、食品加工、工业节能、新能源、城市可持续发展、卫生和数字化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加强双边社会保险协定谈判，支持两国中小企业的交流并提供便利。双方还要深化在文化、教育、大学、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表示愿在两国推广汉语和法语。

2014年是法中建交50周年，两国将举办庆祝活动，为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活力，为提升两国关系的稳定性、连续性、建设性和创新性提供契机。


大事纪年

公元前4000年 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2000年 铜器时代。

公元前600年 恺尔特人进入高卢。

公元前275～260年 高卢帝国。

公元前58年 恺撒远征高卢。

公元前56年 高卢沦为罗马行省。

355年 法兰克人入侵高卢。

476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481～751年 墨洛温王朝。

573年 格雷戈里任图尔主教。撰写《法兰克人史》。

751～987年 洛林王朝。

754～756年 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丕平献土”。

771年 查理即位法兰克人国王。“加洛林文艺复兴”。

842年 “斯特拉斯堡誓言”。

843年 《凡尔登条约》。

987～1328年 加佩王朝。

1066年 诺曼人征服英国。

1095～1099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147～1149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63年 巴黎圣母院破土动工。

1179年 奥古斯特·菲利普二世加冕。

1214年 布汶大捷。

1226年 圣路易登基。

1231年 教皇颁布“科学之父”教谕，标志着巴黎大学的正式创立。

1257年 创建索邦学院。

1285年 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登基。

1302年 第一次三级会议。

1309～1378年 “阿维尼翁之囚”。

1328～1589年 伐卢瓦王朝。

1337～1453年 英法百年战争。

1345年 黑死病流行。

1429年 贞德解奥尔良之围。

1431年 贞德在鲁昂被处火刑。

1461～1483年 路易十一在位。

1463年 维庸作《绞刑架之歌》。

1527年 修建卢浮宫。

1530年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建立。

1536年 加尔文发表《基督教原理》。

1564年 拉伯雷的《巨人传》全书问世。

1572年 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

1575年 博丹发表《论共和制》。

1580年 蒙田的《随笔集》一、二卷出版。

1589～1792年 波旁王朝。

1594年 3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巴黎。

1598年 4月13日，南特赦令。

1604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35年 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建立。

1636年 髙乃依的《勒·熙德》问世。

1637年 笛卡尔出版《方法论》。

1643年 路易十三去世。奥地利的安娜和马扎然掌权。

1648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马扎然创建王家绘画雕塑学院。

1661年 路易十四亲政。修建凡尔赛宫，成立王家舞蹈研究院。

1664年 莫里哀的《伪君子》初次上演。

1665年 柯尔贝任财政总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1666年 皇家科学院成立。

1668年 《亚琛和约》。

1669年 创设王家音乐研究院（即今巴黎歌剧院）。

1671年 成立王家舞蹈学校。

1685年 法国派遣5名耶稣会修士来华，1688年到达北京。

1715年 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即位。

1734年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出版。

1748年 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出版。

1751年 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一卷问世。

1753年 伏尔泰写成《中国孤儿》，两年后在巴黎上演。

1758年 舒瓦瑟尔掌权。魁奈发表《经济表》。

1762年 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

1766年 洛林归属法国。

1767年 魁奈的《中国专制制度》出版。

1768年 《凡尔赛和约》。科西嘉归属法国。

1774年 路易十六登基。杜哥执政。

1777年 拉法耶特前往美洲。内克掌管财政。

1783年 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公演。孟特格菲兄弟发明热气球。

1789年 1月，西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出版。

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

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

8月26日，发表《人权宣言》。

1792年 8月10日，人民起义。废除国王。

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第一共和国成立。

1793年 1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

5月31日，开始雅各宾专政。

6月24日，通过1793年宪法。

1794年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等人被处死。

11月30日，创建巴黎师范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前身）。

1795年 通过共和三年宪法。成立督政府。

1796年 拉普拉斯出版《宇宙体系论》，提出星云学说。

5月10日，巴贝夫被捕，“平等派密谋”失败。

1799年 雾月18日政变。《共和八年宪法》（也称《拿破仑宪法》）。

1800年 斯塔尔夫人发表《论文学》。

2月13日，开办法兰西银行。

2月28日，公民投票表决《共和八年宪法》。

1801年 教务协议。夏多布里昂发表《阿塔丽》。

1802年 波拿巴任终身执政。

1804年 颁布《民法典》。建立第一帝国。拿破仑加冕称帝。

1814年 拿破仑退位。

1815年 拿破仑“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

1820年 拉马丁发表《诗的沉思》。圣西门发表《实业制度》。

1821年 5月5日，拿破仑去世。法国第一家铁路公司成立。

1826年 孔德讲授《实证哲学教程》。《费加罗报》创刊。

1827年 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傅里叶发表《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

1829年 巴尔扎克发表《人间喜剧》的第一部作品《舒昂党人》。

1830年 七月革命。柏辽兹作《幻想交响曲》。司汤达发表《红与黑》。

1831年 德拉克鲁瓦创作《自由引导着人民》。

1833年 《基佐教育法》。

1835年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问世。

1836年 巴黎凯旋门落成。

1841年 《劳动保护法》。

1848年 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

1851年 路易·拿破仑政变。

1852年 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1856年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 波德莱尔发表《恶之花》诗集。福楼拜发表《包法利夫人》。米勒创作《拾穗者》。

1858年 《天津条约》。

1860年 萨瓦、尼斯归属法国。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修建巴黎排放污水工程。

1863年 马奈创作《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克》。

1867年 拿破仑三世宣布改革。

1869年 苏伊士运河通航。

1870年 拿破仑三世投降。推翻帝制，宣告共和。王韬编订《法国志略》。凡尔纳发表《海底两万里》。

1871年 梯也尔任政府首脑。巴黎公社成立。

1875年 第三共和国正式成立。比才的歌剧《卡门》上演。

1880年 左拉发表《实验小说》。工人党成立。

1881年 颁布《集会自由法》、《新闻自由法》。

1883年 中法战争。

1889年 第二国际成立。巴黎博览会和埃菲尔铁塔揭幕。

1892年 巴拿马丑闻。

1894～1899年 德雷福斯事件。

1895年 总工会成立。

1898年 左拉在《震旦》报发表《我控诉》。

1901年 《结社自由法》。

1905年 统一社会党成立。政教分离法令。

1911年 居里夫人再获诺贝尔化学奖。

1913年 普鲁斯特开始发表《追忆似水年华》。

1914年 饶勒斯被刺。德国向法国宣战。法国总动员。

1918年 《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简称《凡尔赛条约》。

1920年 法共诞生。

1924年 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

1936年 人民阵线当选。勃鲁姆组阁。《马提翁协定》。

1938年 《慕尼黑协定》。

1939年 英法相继向德国宣战。

1940年 敦刻尔克大撤退。德军占领巴黎。戴高乐在伦敦发出“6·18号召”。

1943年 萨特发表《存在与虚无》。

1944年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巴黎解放。法新社成立。

1945年 3月2日，戴高乐宣布实行国有化。

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

11月13日，戴高乐任临时政府总理。

1946年 1月20日，戴高乐辞职。

6月16日，戴高乐发表著名的“贝叶演说”。

10月13日，公民投票通过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

1947年 5月4日，法共被驱逐出内阁，三党联合破裂。

6月17日，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

11月，法国近200万工人大罢工。

11月8日，萨尔并入法国。

1948年 《布鲁塞尔条约》，建立西欧联盟。

1949年 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50年 舒曼计划。

1951年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1953年 400万工人大罢工，法国公用事业陷入瘫痪。

1954年 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战争停火协议。《战争回忆录》第1卷问世。

1956年 《战争回忆录》第2卷问世。英法发动苏伊士战争。

1958年 公民投票通过《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戴高乐当选总统。

1959年 《战争回忆录》第3卷问世。戴高乐首次表示通过“自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1960年 法国在非洲撒哈拉首次举行核试验成功。法属黑非洲纷纷独立。

1961年 公民投票通过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

1962年 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公民投票通过修改宪法，总统由普选产生。

1963年 《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法德轴心形成。

1964年 法中建交。

1965年 法国暂停与共同市场的合作，酿成“空椅子”事件。

1966年 法国完成退出北约军事组织。

1968年 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法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 戴高乐辞职。

1970年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1卷和《希望回忆录》第一卷问世。戴高乐逝世。

1971年 《希望回忆录》第2卷（前两章）问世。密特朗被任命为社会党第一书记。

1972年 法共和社会党签署共同执政纲领。

1973年 首届法非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

1974年 希拉克当选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书记。

1975年 法国倡议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

1976年 保卫共和联盟成立。

1977年 法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左翼联盟破裂。

1978年 法国民主联盟成立。

1980年 吉斯卡尔·德斯坦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1981年 密特朗当选总统。法共进入政府。议会通过废除死刑法案及《关于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主权的法令》。

1982年 议会通过《国有化法案》。法国已掌握制造中子弹技术。法德加强防务和安全的合作。

1983年 法国以间谍罪驱逐47名苏联外交官、记者和侨民。

1985年 毕加索博物馆开放。提出“尤里卡计划”。

1986年 法德提出为推动欧洲建设的法德年。第一次左右共治。第一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

1987年 《欧洲单一文件》正式生效。组建法德混合旅。议会通过《政治生活资金透明法》，建立高官和民选代表的财产申报制度。

1987年

1989年 法国隆重庆祝大革命200周年。

1990年 签订《申根协议》。

1991年 迪马外长访华，标志着中法关系正常化。法国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2年 公民投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93年 第二次左右共治。

1994年 法英之间拉芒什海底隧道开通。

1995年 希拉克当选总统。铁路职工大罢工酿成法国社会危机。

1996年 法国停止核试验。

《1997～2002年军事纲领法》，用6年时间完成军队职业化。《新兵役法》，实行募兵制。

1997年 希拉克总统访华，发表《中法联合声明》，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第三次左右共治。社会党第71大决议，全国第一书记和省联合会第一书记直选产生。

1998年 法国宣布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2000年 实行35小时工作制。议会最终通过各级选举女性候选人必须占一半的法律。公民投票通过总统任期改为5年的宪政改革。核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交付使用。

2001年 中法签署互设文化中心的会谈纪要。

2002年 欧元开始流通，法郎退出历史舞台。

勒庞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领先进入第二轮，造成法国“政治大地震”。希拉克连任总统。

2003年 议会通过《公立学校内禁止佩戴明显宗教标志法案》。法国最后一个煤矿关闭。

2004年 议会通过《环境宪章》。

2005年 公民投票否决《欧洲宪法条约》。巴黎北郊两名移民男孩在躲避警察时不幸触电身亡，引发巴黎和全国的青少年的抗议和骚动，法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006年 法国首次庆祝废除奴隶制158周年。“出口中国”计划，支持法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2007年 法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加入取消死刑的条款。巴黎-斯特拉斯堡线高铁创造每小时574.8公里破纪录的速度。5月6日，萨科齐当选为法国第九届总统。

2008年 法国将在阿联酋建立一个永久性海军基地。法国核弹头数量减至300枚以下。“地中海联盟”计划启动。

2009年 议会通过法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2010年 成立特别反恐部门，应对以核能、放射物质、生物及化学手段对社会构成威胁的恐怖事件。法英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法令对侮辱法国国旗者实施重罚。

2011年 法国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全国委员会，成为首个承认该委员会的国家。法国首先向卡扎菲的地面部队发动空袭。联合国和法国军队联合对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阵营采取武装行动。左翼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过半数席位，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参议院多数派。

2012年 法国和科特迪瓦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卫与安全协议。奥朗德当选第五共和国第十届总统。颁布《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政府成员的财产在《政府公报》上公示。社会党新党章规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首、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党的地方行政长官由党员直选产生。其他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纷纷效仿。

2013年 2012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零增长。

奥朗德访华。法中发表《共建和平、民主、繁荣、进步的世界的联合新闻公报》。发布第四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公布《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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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详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约计200卷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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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序

今年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5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伙伴关系，或许也可以勾勒一下我们彼此对对方的看法。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错误、错觉和误解，我们总是事后才看得更清楚。对一个富有进攻性的中国的恐惧，曾影响了德国对中国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看法，同样，后来对改革开放政策能持续多久也曾抱怀疑态度。反过来，中国的德国问题专家总喜欢戴着批判资本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我国，或者由于他们是倾向民主德国还是倾向联邦德国总是变换不定，因而他们的客观性受到了影响。

所以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但是，在过了35年之后，这又是一次必要的尝试。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在建立牢固、可靠的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彼此间有了清晰的了解。毕竟我们双方在35年这个时间段的后半部分里，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我们在经济关系持续和迅速改善的基础之上扩大了双边关系，通过不断深入的政治交往加深了相互理解。这一切都是凭着双方的政治勇气和对塑造双边关系重要性的坚定信念才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专家又是如何评价这一段较近的德国历史的呢？评判这段历史，没有人比顾俊礼教授更专业了。我很高兴，他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以这本书所取得的成就完成了这一任务。我祝愿这本好书能赢得很多读者。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

史丹泽博士

2007年4月12日


Vorwort

In diesem Jahr jährt sich die Aufnahme diplomatisch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zum 35ten Mal. Dieses Jubiläum ist ein geeigneter Anlass，unsere Partnerschaft einer Prüfung zu unterziehen und vielleicht auch das Bild，das wir uns von einander machen，neu zu zeichnen. Das ist keine leichte Aufgabe. Im Nachhinein erkennen wir stets Irrtümer，Illusionen und Fehlperzeptionen genauer. Die Furcht vor einem aggressiven China hat den deutschen Blick auf China über Jahrzehnte getrübt，ebenso wie später die Skepsis hinsichtlich der Fortdauer der Reform-und Öffnungspolitik. Umgekehrt haben chinesische Deutschlandexperten unser Land gerne durch die kapitalismuskritische Brille betrachtet oder waren in ihrer Objektivität beeinflusst durch die wechselnden Neigungen zu DDR oder Bundesrepublik.

Ein schwieriger Versuch also. Dennoch ist es nach 35 Jahren ein notwendiger. Der Erfolg bei der Schaffung solider und verlässlicher Beziehungen seit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s sollte auch ein klares Bild von einander ermöglichen. Schliesslich haben wir auf beiden Seiten während der zweiten Hälfte jener 35 Jahres-Epoche Vieles richtig gemacht. Wir haben unsere Beziehungen auf der Basis sich ständig und rasch verbessernder Wirtschaftsbeziehungen ausgebaut. Wir haben durch immer intensiveren politischen Austausch das gegenseitige Verständnis gestärkt. Dies hat auf beiden Seiten politischen Mutes und auch des Vertrauens in die Bedeutung der Ausgestaltung unserer Beziehung bedurft.

Wie wird also unter diesem Vorzeichen die Bewertung der neueren deutschen Geschichte durch chinesische Fachkenner ausfallen？Dies zu beurteilen mag es niemand Berufereren geben，als Professor Gu Junli. Ich freue mich，dass er diese Aufgabe übernommen hat und dasser sie mit dem in Gestalt dieses Buchs vorliegenden Erfolg gelöst hat. Ich wünsche diesem schönen Werk viele Leser.

Dr. Volker Stanzel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2. April 2007


自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雄踞欧陆中部，是个美丽富饶、十分具有魅力的国家。

德国经历过中世纪的强盛、近代的骄横、当代的辉煌，也遭受过分裂的痛苦、战败后被欺凌的无奈。它产生过众多享誉世界的哲学泰斗、文学巨匠、音乐天才和科学巨擘。从德意志大地上升起的那一颗颗璀璨的巨星，曾照亮了人类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大半个星空，但这块土地也曾滋生了像威廉二世与希特勒这样人类最无赖的政客和法西斯魔王，曾把人类推向两次世界大战。它几度兴衰、崛起的历史，特别值得世人深思。

迄今为止，德国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为22470亿欧元，2006年为23060亿欧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为27236欧元，2006年为27988欧元。2005年进出口总额达17282.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9634.8亿美元，从2003年起连续四年保持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地位。另外，外汇和黄金储备丰足，财政实力十分雄厚，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

德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工业国家之一，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英、美等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业具有更广泛的基础：拥有高度专门化、适应能力很强的约340多万中小型企业；800多万人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占全国从业人数的比率超过了日本和美国。道路车辆制造业、电气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含制药业），构成了德国工业的支柱。著名的鲁尔区正向高科技和服务中心转型；慕尼黑大区、斯图加特地区是高科技和汽车工业的心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著名的金融中心；科隆和汉堡集中了“空中客车”飞机制造公司和世界知名的传媒巨头；莱比锡—德累斯顿成了新兴的纳米和微电子技术的园地。“德国制造”已成为德国工业品享誉全球的高质量的象征。戴姆勒—克莱斯勒（奔驰）、宝马、西门子、大众、巴斯夫、拜耳、蒂森克虏伯、博世、阿迪达斯—所罗门、保时捷等，都属于全世界估价最高的德国工业领域的顶尖品牌。2005年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全球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排行榜中，有德国的9家工业企业；德国还是继美国之后全球贸易品牌100强中拥有量最多的国家。

德国是“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黑格尔、马克思，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爱因斯坦、普朗克、洪堡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德国一贯重视教育，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长期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它最早建立了幼儿园；在中世纪就创立了海德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19世纪早期，威廉·冯·洪堡对普鲁士大学教育进行改革之后，大学成了学术独立、寻求知识的场所；大学教授和学者处于“政治和社会的彼岸，享受科学研究的自由，作为精神上的内心自由，以便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去校正那些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但不一定健康的东西”。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国家保护学术自由，是近二百年来德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基本法则”。自1900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德国大学就产生了76位自然科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数学家还不包括在其中。德国人登记的专利数目长期居欧洲首位，占世界专利总数的18%。德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世界科技大国地位，其主要原因应归功于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制。

德国是世界最早实行社会立法的国家，现在拥有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和护理保险；另外，还有教育资助、育儿费、育儿假、儿童补贴、儿童免税和住房补贴等优惠。可以说，那里的人们在蓝天白云之下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的社会保障，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德国确实是个令人神往的国家，也是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国家。

包括德国研究在内的国别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在社会科学中是综合性、应用性、时间性很强的一个领域。本人深感这种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给编撰本书带来的困难，深感自身知识的浅薄，本书只能视作本人继续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吸收了国内、国外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限于出版体例的严格要求，不能在书中一一以脚注标出。在此，谨向各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感激和敬意。书后的参考文献列出了我参考、吸收过的各位专家的成果目录，万一有遗漏，请各位专家同仁原谅。

本书能够按时脱稿、交付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立群先生。他在主持欧洲研究所列国志丛书编撰工作中出色的组织协调和果断决策，解决了我在编撰过程中的最大困难。在此，谨向刘立群研究员表示万分感谢。

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助手朱兆瑞先生。他不但承担了本书全部书稿的电脑上的工作，而且还帮我搜集了许多宝贵资料，没有他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本书的按时出版是不可能的。我谨在此向朱兆瑞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朱希淦和孙以年两位编辑为此书的按时出版所付出的多方面的辛勤劳动。

“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城。”本书只是我向国际问题研究这个百花园献上的一棵小草，愿所有有志于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德国研究的同行，都能像春草那样，年复一年以自己的新绿铺满大地，装点中华锦绣河山。

顾俊礼

2006年12月23日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太阳宫宿舍 九如斋


第一章 国土和人民

德国的正式国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文：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英文：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德意志”一词来源于古德语“diot”一词，意为“人民”，最早史见于公元8世纪，是指生活在法兰克王国东部的日耳曼部落所讲的方言。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它周围与9个国家相邻，面积357022平方公里，小于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约8244万，除俄罗斯外，它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意大利、英国和法国。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后，曾经对欧洲和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可以肯定，统一的德国定将在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更在于它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光辉灿烂的文化以及德意志特色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从地图上看，它就像一只芒果，植根在欧洲的中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德国东邻波兰、捷克，南接奥地利和瑞士，西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邻，北与丹麦接壤并邻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北欧国家隔海相望。边境线全长3758公里，从最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奥伯斯特道夫到最北边济特岛上的里斯特，相距876公里；从东端的萨克森州泰斯特至西端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塞尔康特距离640公里。全国总面积为357022平方公里。

地处欧洲中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其欧洲中心地位尤为突出，它是东西欧之间、斯堪的纳维亚与地中海之间的交通枢纽，其间水、陆、空条条道路经过德国，为此，它被称为“欧洲的走廊”。

二 行政区划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行政区划包括联邦、州和市镇三级，共有16个州、13552个乡镇。德国过去分为很多邦国，但是在许多世纪中，各邦国间的边界经常改变。今天的联邦州是在1945年后建立的，建立时考虑到了部分古老的乡土情谊和历史沿革。州下设行政区，区下设县和县级市，县下设乡镇。

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联邦德国最初有10个联邦州，在1957年1月1日萨尔州并入之后变成11个联邦州。按照地理位置由北向南，它们分别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首府基尔）、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府杜塞尔多夫）、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美茵茨）、萨尔州（首府萨尔布吕肯）、巴登-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和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另有3个联邦州级市，它们是柏林、不来梅和汉堡。

二战之后，在原苏联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包括原来德国的5个州，后来改建为15个专区。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于3月18日进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决定在此基础上改建为5个新联邦州，即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首府什未林）、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马格德堡）、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和图林根州（首府埃尔富特）。

两德统一后，德国共有16个州。

三 地形特点

德国地形复杂，连绵的山峦、起伏的丘陵、纵横的河流湖泊以及辽阔宽广的平原，使这片秀丽的土地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德国北起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南到阿尔卑斯山，整个地势南高北低，从地形地貌和高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下列五大地形区：

1.南部阿尔卑斯山区

阿尔卑斯山以其雄伟壮观闻名于世，它是中南欧的天然分界线。德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是该山的北缘部分，它位于博登湖和贝希特斯加登之间，仅为狭窄的一部分。它由阿尔高伊的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和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山组成；最高峰是楚格峰，海拔2963米，尖峰入云，它也是德国的最高峰。这里既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同时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柯尼格斯湖、加密施-帕滕基兴、米滕瓦尔德等都是人们理想的休假游览之地。

2.南德阿尔卑斯山前沿地带

这是一片广阔的高原丘陵，平均海拔500米。它由施瓦本-巴伐利亚高原、南部丘陵和大湖泊组成，此外还包括辽阔的碎石平原、下巴伐利亚丘陵地区和多瑙河洼地。这里丘陵起伏、湖泊纵横，一座座小村庄隐没在山水之间，犹如世外桃源，令人陶醉。

3.西南部中等山脉梯形地带

这一地区包括上莱茵低地及其边缘山脉。其间黑森山脉的最高峰费尔德贝格峰海拔1493米，高耸于莱茵平原上，气势雄伟。德国南北交通最重要的枢纽莱茵河蜿蜒流过宾根和波恩之间的峡谷地带，再穿出莱茵页岩山区。莱茵河两岸气候宜人，盛产葡萄，是德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这一地区因其优美的景色，旅游业十分发达。相比之下，莱茵页岩山区的高地则土壤贫瘠、人烟稀少。

4.中等山脉隆起地带

这一地区由许多山脉组成，这些山脉将德国南北隔开，其间的中莱茵峡谷和黑森洼地是德国南北交通的天然行车线。中等山脉还包括莱茵页岩山区的洪斯吕克山、艾弗尔山、陶努斯山、威斯特瓦德山、贝尔吉施兰山和藻厄兰山、黑森山区、德国中西部的莱讷河和威悉河山区。这里有众多高耸入云的山峰和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俗话说“有山必有洞”，位于哈尔茨南部的海姆凯莱溶洞，长1700米，洞景光怪陆离，如入仙境。群山间还有许多温泉，是良好的疗养胜地。

5.北德低地

这一地区北临北海、波罗的海，南边延伸入中部山地，平均海拔不到100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3。这里湖泊星罗棋布，丘陵起伏不定，草原与泥沼地及肥沃的黄土地错落混杂。北海、波罗的海沿海海域有众多大小不一的岛屿。其中最大的岛是吕根岛，面积926.4平方公里，与海滨城市施特拉尔松德隔海相望，岛上有许多许多诱人的旅游景点，如神奇的白垩岩、史前遗址等；最小的岛是赫尔格兰岛，面积21平方公里，像一叶小舟浮现在波涛汹涌的北海之中。

波罗的海海岸一部分是平缓的沙滩，一部分是多岩的陡峭海岸。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是被称为“荷尔斯泰因的瑞士”的低矮丘陵地，这里有翠绿的森林、美丽的湖泊以及隐没其间的渔村、浴场、垂钓场，是人们度假旅游的理想之地。位于北德低地的吕内堡草原、莱茵平原、明斯特兰平原及阿尔特马克农业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德国重要的农作物产地。

综观德国的地理全貌，总体特点是南高北低，从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呈阶梯状向北倾斜，直抵大海。与其地势走向相辅，德国的河流除多瑙河是由西向东流入黑海外，其余的河流，如莱茵河、易北河、威悉河、奥得河、埃姆斯河等均是南北流向，最终注入北海或波罗的海。

四 河流、运河和湖泊

德国境内河流很多，主要河流有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多瑙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河等。

莱茵河是西欧最长的河流，全长1320公里，发源于瑞士中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从南向北流经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荷兰，在鹿特丹港附近注入北海。德国境内的莱茵河全长约865公里，是德国境内最长的河流，而且支流众多。它流经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巴登-符滕堡州，其流域面积占德国国土面积的40%。这里是德国工业的发源地，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区、萨尔区就在该流域内。

易北河发源于捷克境内，全长1165公里，它由东南流向西北，经德国北部注入北海。德国境内的易北河长约700公里，是德国东部最大的河流。它有萨勒河和哈弗尔河两条重要支流，并有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运河，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运输网，如柏林的船只就是通过哈弗尔-易北河直航到汉堡等港口。

奥得河全长900公里，它的上游在波兰境内，下游是德国与波兰两国之间的分界河，长度为382公里。施普雷-奥得河运河将柏林与奥得河连接起来，使柏林的船只由此可航行至波兰和波罗的海各港口。易北河、奥得河及连接这两条河流的运河构成的水运系统，在德国的内河航运上具有重要作用。

威悉河全长440公里，由南向北经不来梅附近流入北海。

多瑙河是一条国际性河流，全长2850公里，它发源于德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北坡的黑森林，向东流经德国南部、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它流经德国部分长647公里，最终注入黑海。它是欧洲第二大河。

德国境内除以上这些主要河流之外，还有许多运河，其中著名的有基尔运河和中德运河。基尔运河又称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始建于1887～1894年，全长99公里，横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连接易北河河口和基尔港，是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航运的便捷通道。中德运河又称中部运河，它把德国的主要河流——莱茵河、易北河、威悉河和奥得河都连接起来，形成了稠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系统，通过此航道还可通航到荷兰、法国、瑞士和波兰等国。

另外，阿尔卑斯山山麓、南德高原和北德平原都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博登湖是德国最大的湖泊，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北麓，总面积为538平方公里，为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共有，其中305平方公里属于德国。米里茨湖是德国第二大湖泊，位于德国东北部，面积115平方公里。基姆湖位于巴伐利亚高原，面积80平方公里，湖中心有两岛：男岛和女岛，湖四周山青水秀、草木苍翠、云蒸霞蔚，远处层峦叠嶂的阿尔卑斯山逶迤苍茫，景色蔚为大观，是著名的休憩游览胜地。

其他湖泊还有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沃尔根湖和柯尼斯湖，南德高原上的施塔恩贝格湖和阿梅尔湖，黑林山中的施卢赫湖和蒂蒂湖。

五 气候

德国地处受大西洋海洋性气候和欧洲大陆东部大陆性气候相互影响下的凉爽的西风带，气候总体上湿润宜人。德国北部和西北部靠近海洋，受海洋暖流影响较大，属海洋性气候。夏季凉爽，平均气温为17～18摄氏度；冬季平均气温为1.5摄氏度，不十分寒冷。东部和东南部随地势的升高，气候差异逐渐加大，冬冷夏热的大陆性气候特征逐渐显著，最冷时气温可达零下10摄氏度，最热时接近30摄氏度。这种大陆性气候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更为显著，1月平均气温为6摄氏度，7月为20摄氏度。阿尔卑斯山是旅游胜地，在炎热的夏天山下烈日炎炎，路上行人汗流浃背；而山腰上却是秋高气爽，气候格外宜人；当人们乘坐缆车抵达阿尔卑斯山顶，则完全是一派“北国”风光，一片皑皑白雪，寒气袭人。

德国一年四季雨量充足，平均降雨量为600～1000毫米，山地可达1800毫米，丰富的降水量极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德国全国耕地面积占其总面积的1/2；森林覆盖率达1/3，这对防止水土流失、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说德国的气候总体来说是平稳温和的，但各个月的气候还是有一定差异，德国人的生活也受这一差异的影响。4月是德国气候变化无常的月份。德国有句谚语：“四月的天，孩子的脸。”暴雨、洪水、飓风、大雪相互交替，因此，4月是德国一年中气候最差的月份。在这个月出门，德国人一定会带伞。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产资源

德国矿产资源总体较为贫乏，只有硬煤、褐煤和钾盐储量较为丰富，还有少量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石墨、铅、锌和铀矿，其原料和能源多依赖进口。

德国煤的储量丰富，居世界第四位。法比煤田的延长部分在亚琛附近伸入德国境内，一个较远的断裂部分位于莱茵河一条小支流——鲁尔河谷及其附近。最初，在这条河的南岸开采并且在利珀河附近有一些较新的煤矿。这个工业区的一些大城镇位于鲁尔河以北，横跨已改造成运河的小河埃姆舍河的两岸。凭借这个工业区每年生产约1亿吨烟煤，德国具备了成为欧洲大陆最大工业国家的能源基础。在莱茵河河谷更上游地区，尤其在科隆附近有着可开采的劣质煤即所谓褐煤的巨大矿床，开采后用作火力发电，为工业提供了大量能源。德国东部的褐煤蕴藏丰富，1962年开采了2.47亿吨，产煤中心在莱比锡湾和尼斯河下游地区。

其次重要的矿产品是铁。主要开采地是在汉诺威东南面的扎耳茨吉特地区和汉诺威西北面的伊尔莎德。其他铁矿产地包括西格河谷和施瓦本汝拉山中的多格。德国的铁矿品位低，介于23%～30%之间。由于开采和提炼低品位铁矿石所需的成本很高，所以德国需要的铁矿石一半要靠进口，主要从瑞典和法国输入。

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德国就陆续发现了石油，但对石油的开采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直到1945年，才在汉诺威周围以及石-荷州的海德有一些小规模的开采。此后，联邦德国政府不仅在汉诺威地区钻探了储量丰富的油井，而且在与荷兰相邻的边境吕勒尔沼泽地区以及莱茵河裂谷东部的马头丘脚下的福斯特魏厄尔地区发现了重要油田。1963年这些油田生产了700多万吨原油，因此解决了联邦德国所需原油的1/5。德国大部分原油是从北部的一条曲折的侏罗系凹槽中开采出来的，而一些新的油井主要是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格奥尔格斯周围和下萨克森州钻探出来的。

德国的钾盐储量极为丰富，其开采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0%左右，主要分布在下萨克森州、黑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

除了上述重要的矿产外，德国还发现了两种具有开采价值的金属：锌和铜。亚琛和弗赖贝克都对当地的锌矿进行小规模的开采。在哈尔茨山中的曼斯菲尔德，铜矿较为集中；在前民主德国时期对圣埃吉达恩的铜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开采。1963年民主德国的铜矿产量是160万吨。曼斯菲尔德地区还生产少量的银。

二 动植物

根据自然环境类型的不同，现在欧洲的动物群落从北到南依次分为苔原带、森林带、草原带和地中海带四个带，而德国主要属于自西欧一直延伸到东欧的森林带。其主要动物包括松鼠、松貂、欧洲獐、赤鹿、野猪、欧兔、褐熊、狐、獾、刺猬以及居于树上的森林啮齿类动物山鼠。鸟类主要有雷鸟、松鸡、灰山鹑、交喙鸟、啄木鸟、松鸭、黄鸟、莺、鹳、鹫、雀等，还有许多栖息在沼泽和湖泊中的鸟类。此外，还有两栖类、爬行类动物以及低等动物和一部分昆虫。在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有山羊和土拨鼠等风土性动物。灰熊和淡水鲑鱼曾经是德国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和鱼类。随着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和污染，灰熊已经在德国土地上消失多年，淡水鲑鱼也濒临灭绝的边缘。如今，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地区，人们重新发现了灰熊的踪影。灰熊和淡水鲑鱼被定为德国2005年国家级保护动物。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德国气候温暖，在植物生长期有足够的降雨量，这为其温带类型森林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在历史上，这一区域曾经遍布森林。德国按地理位置而言，南部主要是落叶林，栎树和山毛榉占优势且常常形成单独的成片森林。在某些地方，桦树、桉树、鹅耳枥属树和栗子树丛生，而且可以看到个别的榆树、菩提树、山梨树、槭树和白杨树。在潮湿的沿河两岸也能看到柳树成荫。而在群山上部和北部高纬度地区，则不宜生长落叶林，松树、云杉、冷杉、枞树、针枞树以及其他的针叶树在这里形成了广阔的针叶林。

第三节 民族、居民与宗教

一 居民与人口

截至2005年，德国境内拥有居民8243.8万人（2005年12月），是欧盟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4220万为女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1人，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德国有将近730万外国人（占总人口的8.8%），其中180万是土耳其人。

德国人口分布很不均匀，现代化的大城市及工业区人口密度很大，如柏林（338.8万人）、莱茵—鲁尔工业区（人口超过1100万人，每平方公里约1200人）以及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和慕尼黑等城市。而在北部低地的草原和沼泽地区、东部农业区、艾弗尔山区和巴伐利亚林区则人烟稀少。此外，德国西部人口密度明显大于东部，在人口30万以上的19个城市中，只有3个在东部。

德国人口出生率很低，年出生率为10.5‰，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平均每对夫妇只有1.4个孩子。二战后，德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靠外来移民。在德国每年有14.5万多名婴儿的父母是外籍人，或父母的一方是外籍人，这些婴儿占全德婴儿出生率的20%。

由于人口出生率低，德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联邦政府担忧的问题。此外，另一个人口问题是外来人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外籍人口增长过快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排外现象。

二 民族与德国人的性格

今天的德意志民族统称日耳曼人，他们是由法兰克人、萨克森人、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等古老的日耳曼部族经过近千年的同生共长而形成的，虽然这些古代部族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许多传统、方言、个性延续至今。

日耳曼人是欧洲的一个古老民族，早在公元前5世纪，他们就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围的北欧地区。古罗马人称他们为日耳曼人。就其历史发展而言，它可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北方支系在北欧地区发展，成为现在的瑞典人、挪威人和丹麦人的祖先。南方支系又分成东、西两支，其中东支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等，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该支系本身及其语言都同化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之中。两支此后又形成了三个区域性集团：包括北海沿岸集团、莱茵—威悉河集团、易北河集团。到公元8世纪，除去不列颠各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外，整个西支的日耳曼人都统一在法兰克王国之中，以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德意志民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德意志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德国还生活着几个少数民族：索布人、佛里森人、丹麦人、德国的辛梯人和洛马人。索布族人主要居住在劳齐茨山区，是斯拉夫人的后裔。他们的先辈随着公元6世纪的民族大迁移移居易北河和萨勒河地区，在此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化。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个索布学研究所，专门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佛里森人是北海边（莱茵河下游和埃姆斯河之间）的一个日耳曼部族的后裔，他们不仅保持了自己的语言，还保留了很多古老的传统。在德国石-荷州的石勒苏益格地区、尤其是弗伦堡周围居住着少数丹麦人，他们在石-荷州的州议会中还占有一个席位。持德国国籍的辛梯人和洛马人的数量只能估算。从1982年起，由德国政府资助的辛梯人和洛马人中央委员会致力于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保护洛马尼语，反对歧视和偏见。

今天，虽然原始形态的古老部族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部族同名的联邦州，但由于德国历史上小邦分治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部族传统，并把这些传统、方言乃至部族的性格特征保留下来，一直延续至今。由此，在德国，人们被分为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莱茵兰人、黑森人、梅克伦堡人、萨克森人、威斯特法伦人等。人们对他们的性格特征也有一些固定的看法，比如，梅克伦堡人沉默寡言、莱茵兰人豪放开朗、威斯特法伦人老成持重、施瓦本人省吃俭用、萨克森人勤劳机灵等等。他们不仅在性格上有差异，就是在建筑和居住区的风格、日常习惯、服装及食谱上都保留了各自突出的特点，但他们都具有敬业、严谨、守信的秉性。

三 语言

德意志民族的语言称日耳曼语，属印欧语系，它与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荷兰语及英语均为亲属语言。

在德国，标准德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现今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德语文字记载是一部小小的拉丁文—德文词典，它出现在公元8世纪，形成于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时期。德语自从其文字出现之日起，就为封建上层人物所垄断，并以诗歌语言的形式为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在此之前的德文，不是今日德国人所能看懂的，人们要像学外语那样学习，才能看懂这些古代德文。到公元15～16世纪，随着城市的兴起，德语已为广大市民所运用，统一的、大众化的语言文字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1522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的出版，成为标准德语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随着出版业的兴起以及各种书籍的出版，德语散文体替代了古代诗歌语言。17世纪以后，德语语言学家、诗人、文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使德语在表现能力、结构严谨、修辞优美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20世纪以来，德语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语言词汇方面，德语词汇已超过1000万个，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经历了千年发展之后，今天的德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衡量，都可同法语、英语相媲美，它已成为世界语言之林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世界上有一亿多人以德语为母语。除德国外，将德语作为母语的还有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士的绝大部分、南蒂罗尔地区（属意大利北部）、比利时部分地区、法国的阿尔萨斯及靠近德国和卢森堡的边境地区等。

虽然德语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方面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作用较小，但它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却是比较重要的。世界上出版的每10种书中就有一种是用德文写成的。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居世界第三位。

四 宗教与宗教团体

1.宗教

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德国的主要宗教是基督教。在全国有将近5300万人信奉基督教，其中2600万人信奉天主教、2600万人信奉新教、90万人为东正教徒；此外，还有330万穆斯林，23万佛教徒，10万犹太教徒，9万印度教教徒。

在德国人中，新教徒在北方占多数，南方则多为天主教教徒。不过总的来看，新教徒中以老年人居多，青年人较少。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信教的人正在减少，尤其是年轻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只是在出生后去教堂洗礼，长大成人后很少去教堂做礼拜。对于他们来说，宗教节日就是假日，届时他们多是出远门度假，而不是去教堂做礼拜。

目前，在德国共有24个州立基督教会和27个教区、4.2万名基督教神职人员。德国全境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每平方公里有两个牧师从事教职。不难看出，宗教在德国具有很深的根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基本法》保障思想自由、凭良心行动的自由和信仰自由。德国没有国教。

2.宗教团体

（1）福音新教教会

这是一个由24个基本上独立的路德新派、联合教派和革新教派的分会组成的联盟。1991年它成为全德范围内的联合组织。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教会代表会议，其中央行政管理部门是设在汉诺威的教会办事处。

（2）天主教会

统一后的德国，天主教有27个教区，其中有7个主教区。大主教、主教和副主教有70多位。他们通过参加每年春秋两季召开的德国主教会议全体大会，就一些共同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大会的秘书处设在波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于1980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访问德国，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保罗二世的访问对世界基督教教会运动和促进国家同教会间的对话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其他宗教团体

在德国除福音新教、天主教两大宗教团体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宗教团体。其中主要有“自由教会”，这是一个具有自愿性质的教会，是否加入这种教会由自己决定，而不是在儿童洗礼时由家长决定。福音会—卫理会是最大的自由教会。此外还有浸礼会、老天主教会、门诺会、贵格会和救世军，这些教会仍属基督教范围。

“犹太”既是宗教教派，又是种族的名称。二战前，约有50万犹太人居住在德国土地上，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之后，今天生活在德国犹太区的犹太教徒只有近5万人。最大的柏林犹太教区有近1万名教徒，其次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6000名，慕尼黑有近5000名，在德国东部德累斯顿、莱比锡富有传统的犹太教区集中了一些犹太教徒。此外，还有一些生活在非犹太区的犹太人。在德国，各犹太教区的最高组织是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创建于1979年的海德堡犹太研究学院是德国一所专门从事犹太研究与教学的高等学府。该大学有一个中央档案馆，它是由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于1987年建立的。在该档案馆中存放着有关犹太人历史的相关档案，它为人们从事犹太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目前，在德国的8240多万居民中生活着720万外国人，他们在迁居德国的同时，也把他们信仰的宗教带到了德国。今天在德国约有330万个穆斯林教徒，他们大部分是土耳其人，而且已成为外国人中最大的群体。大量外籍雇工的到来，使德国出现了一些原本没有的宗教团体。

此外，在德国还有35万希腊人，他们所信奉的东正教也是当今德国一个较重要的外来宗教团体。

第四节 国旗、国歌、国徽、国庆、国花和国鸟

一 国旗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是由黑、红、金（黄）三种颜色组成，这三种颜色自上而下呈平行相等的三个长方形排列。这面三色旗作为德国的国旗，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程。

1813～1814年，在德意志民族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出现了第一面黑、红、金三色旗，那是一面绣着“为了祖国，和上帝同在”的黑红双色、外加金黄色旗穗的锦旗，是德国妇女赠给抗法志愿军的。后来民族战争取得了胜利，人们讴歌黑、红、金三色旗，将它誉为自由与统一的象征。

1848年，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三色旗又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和国家统一运动的标志。德意志邦联的诸侯们宣布黑、红、金三色为邦联旗帜的颜色，以此作为对资产阶级要求的认可。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对此表示反对，他要求保留代表其家族的黑、白色。1866年，邦联军队在黑、红、金三色旗下同普鲁士作战，结果失败。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代表普鲁士的黑、白色和此前代表汉萨同盟城市的红、白色组成的黑、红、白三色旗代替了黑、红、金三色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黑、红、白三色旗成了失败的象征，人们痛恨军事专制国家的旗帜，要求重新使用黑、红、金三色旗。魏玛共和国时期，虽然恢复了黑、红、金三色旗的国旗地位，但国旗之争一直存在。保守的“黑、红、白”追随者辱骂“黑、红、金”是犹太人的旗子。1935年，希特勒结束了这场国旗之争，决定了统一的国旗颜色为黑、红、白，这就是“卐”字旗。二战中，“卐”字旗成了暴力和血腥恐怖的象征。1945年，随着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灭亡，“卐”字国旗被永远废除。

1948年，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人们一致认为应当恢复象征自由、统一的黑、红、金三色旗，于是，它重又成为联邦德国的国旗。前民主德国在同样黑、红、金三色旗的基础上，外加了国徽。1990年两德统一后，前联邦德国的黑、红、金三色旗成了统一后德国的国旗。

二 国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歌歌词采用的是19世纪德国诗人奥古斯特·海因利希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所写的一首反映当时德国人民心愿的诗《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曲调采用“交响乐之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所创作的《皇帝四重奏》的旋律。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新秩序，并未使德国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只是建立了一个以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为代表的松散的邦联。德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分裂状态。人民强烈要求政治自由、民族统一。《德意志之歌》这首诗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它号召人民以国家民族为重，投身到争取民族统一和自由的斗争中去。这首诗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因而被广泛传诵。人们还用海顿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皇帝四重奏》为该诗谱上了曲调，使这首庄严的诗歌在人们熟识的旋律下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在此后的1848年革命中，这首歌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922年在纪念魏玛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之际，共和国总统弗里德利希·艾伯特正式宣布将采用这首由海顿谱写曲调的《德意志之歌》作为德国的国歌。

1948年在起草《基本法》、筹建联邦德国时，以首任总理阿登纳为一派、首任总统奥多尔·豪伊斯为另一派在国歌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阿登纳力主恢复魏玛时代的国歌，即《德意志之歌》；而总统豪伊斯认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征服世界之嫌，在德国战败投降的历史条件下不宜再用，并提出用歌词婉转温和、曲调民族性浓郁的《德意志颂歌》来取代之，但这首《德意志颂歌》又遭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在国歌问题上，总理与总统的意见分歧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4月底，豪伊斯总统才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接受了联邦议院和阿登纳总理的建议，批准采用《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为德国的国歌。

统一、法权与自由

为德意志祖国！

让我们为此目标奋斗

兄弟般地以心灵和双手！

统一、法权与自由

是幸福的保证！

在幸福的光芒中繁荣、兴旺、昌盛

德意志祖国！

在幸福的光芒中繁荣、兴旺、昌盛

德意志祖国！

三 国徽

德国的国徽以雄鹰为图案。鹰作为德国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因如此，在国徽问题上没有出现像国歌那样的重大意见分歧。人们并不反对用昔日魏玛共和国之雄鹰作为新德国的象征，不过据说战后在寻找原版的模型时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由于战争，国徽图案的图纸全部被烧毁，为了使雄鹰保持原样，人们查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档案馆，最后才在一位曾在皇家艺术珍品收藏馆的普通职员手中买到了一份保存完好的模型。德国现在的国徽就是以此为模型制成的。

德国国徽以土黄色盾牌为背景，背景上是一只黑色的雄鹰，雄鹰的喙和两爪为红色。据考证，这一雄鹰图案的渊源可追溯到12世纪曾经统治过普鲁士、后来成为德国王室的霍亨索伦家族。自古以来，德国人对雄鹰的崇敬都是虔诚而深沉的。早在古罗马时代，雄鹰就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象征，它保护着上帝的子孙和信徒不受侵害。上帝把自己比作雄鹰，谁相信它，谁就可以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同时它又是太阳之鸟，它的锐眼能经得住太阳神的照射。在封建王朝时代，雄鹰是皇权的象征，帝王们希望以此使皇位永固。

不过千百年来，对德国人民来说，雄鹰始终被看做是一只圣洁的神鸟，人们相信它会给德国带来幸福、恩宠和力量。

四 国庆

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的国庆日为10月7日；联邦德国无法定国庆日。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首都东柏林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反政府起义，后被镇压。联邦德国为纪念这一事件，把6月17日定为所谓的国庆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关系和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缓和，6月17日的政治意义日趋淡薄。不少人建议把5月23日联邦德国《基本法》生效日定为国庆日。90年代初，即两德正式合并前夕，又有不少人建议把11月9日定为国庆日。因为在191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魏玛共和国；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震惊全国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酒吧暴动”，试图向柏林进军，推翻共和国；1938年11月9日至10日深夜，纳粹分子有组织地大规模袭击犹太人，焚烧他们的教堂，砸碎他们的店铺，开始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史称这一夜为“砸玻璃窗之夜”或“水晶之夜”；1989年11月9日夜，民主德国人民推倒柏林墙，迈出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历史性的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为了顾及犹太人的民族情绪，最后还是未采取11月9日，而是把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正式统一的日子定为国庆日。

五 国花

德国是欧洲花卉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鲜花进口国。德国人非常喜欢花，人们在访亲问友时总要送上一束美丽的鲜花，以表达祝福之情。在众多的花卉中，德国人尤其喜欢矢车菊。这种花花色美丽，是欧洲著名的花卉，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德国人把它视为德国的国花。

矢车菊又名蓝芙蓉、荔枝菊，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它株高30～90厘米，叶互生，呈线形锯齿状，长7～15厘米。此花夏季开花，花生于枝端，花较大，直径4～6厘米。花形有重瓣与半重瓣两种。花色有紫、蓝、粉红、白等颜色，其中以紫蓝色最名贵。矢车菊生命力强，种子能自播繁殖，种一年后即可自行发芽生长。德国人用矢车菊来象征日耳曼民族爱国、乐观、俭朴的特征。

六 国鸟

白鹳为鹳形目鹳种中的一种大型禽，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其形态与鹤相似，只是嘴更粗壮些、更长些，后趾较长且着地。白鹳是候鸟，喜欢在屋顶或高大的树上筑巢。白鹳的巢很大，直径可达2.5米、高2米，在树上出现这样大的鸟巢，世上实属少见。白鹳喜用旧巢，每年都要整修加固。在欧洲，远在中世纪初期，人们就把白鹳筑巢在自家宅院看成是吉祥之兆。为此，德国人民把美丽的白鹳选为自己的国鸟。

第五节 民俗与传统节日

一 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

1.圣诞节

圣诞节是德国一年一度最大的、也是最热闹的节日，同时，它也是欧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最盛大的节日。这个节日不仅蕴含着深刻久远的宗教因素，同时又是一个举国上下普天同庆的世俗节日。圣诞节在每年的12月25日，这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有关耶稣的确切生年已无从考证，12月25日这个日子是罗马天主教会在公元354年规定的。这一天与世俗的农神节和太阳节相一致，把这一天定为耶稣诞生日，大概也喻示着耶稣的降生就是太阳的再生，并以此来感谢太阳给人们带来的温暖与光明。

德国人过圣诞节如同中国人民过春节一样，在节日前几周就开始准备了。市场上各种圣诞礼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德国，许多城市的圣诞市场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比如慕尼黑的尼古拉年集早在1310年就有了；纽伦堡的圣婴市场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圣诞年市，早在1639年就有圣诞礼品上市；每年11～12月长达31天的汉堡年市，又称基督集市，则是德国北方最盛大的民间集市。圣诞市场不仅使人们可在此选购圣诞节所需的各种礼品，而且它还为现代化城市及人们带来浓郁的浪漫的节日情调。

圣诞节是孩子们盼望了一年的节日，所有的孩子在节前的12月1日都会得到一本有着24扇小窗户的基督降临节日历，每天打开一扇小窗户，等到24扇小窗户都打开时，圣诞节就到了。为此，每天早晨一起床，孩子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一扇小窗户，他们怀着迫切与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圣诞节的来临。

给亲朋好友寄张圣诞节贺卡，这也是德国人每年圣诞节前必不可少的，并且这一深受人们欢迎的习俗依然保留至今。古老的圣诞树是圣诞之夜的必需之物，在德国95%的有孩子的家庭都要准备圣诞树。圣诞树要在圣诞之夜的前一天晚上摆在客厅里，人们还要在翠绿的树枝上挂满各种可爱的玩具、精美的礼品、鲜丽的彩带、红艳艳的苹果、五光十色的小玻璃彩球和红色的蜡烛。圣诞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同唱圣歌，互送礼物，这是圣诞节中最隆重的事情。由绿树、红烛构成的圣诞之树象征着吉祥如意和生命永恒。

圣诞节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当数圣诞老人了。据辞书记载，圣诞老人的雏形是公元4世纪时一位名叫圣·尼古拉的小亚西亚米拉城的主教。他为人心地善良、仁慈好施，喜欢夜间出门，为听话的孩子带来一些礼物，并敲门敲窗表示对未来的祝福。（另一传说他曾暗地里赠送金子给一农夫的三个待嫁的女儿，将其中一袋金子从烟囱口扔进去，恰好掉在壁炉上的一只长筒袜中。）这一人物后来被神化成为今天的圣诞老人。千百年来，人们相信在圣诞前夜会有一位白须红袍的老人穿着大皮靴，背着大红包袱，乘坐由两只鹿驾驶的雪橇自北方而来，他到每家每户看望孩子，把玩具、礼品装进孩子们的鞋袜里。为此，在这一夜，孩子们临睡前都要把鞋袜整齐地吊在壁炉上，期待圣诞老人送来礼物。圣诞老人也成为圣诞节中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必不可少的人物。

如同中国人在除夕之夜必吃代表吉祥、团圆和幸福的饺子一样，鲤鱼和肥鹅是德国人圣诞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鲤鱼和肥鹅之所以成为圣诞节的佳肴，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德国人认为水是生命之源，鲤鱼就生活在水中，而且它的繁殖能力为鱼中之冠，一条雌鲤鱼可产下几百万粒鱼子，为此人们在过节时，喜欢买一条雌鲤鱼，并由一家之主品尝第一口鲤鱼子，以象征家庭的兴旺发达。同时德国人还认为鲤鱼也是财富的象征，鳞片如金币，人们习惯在节前把鲤鱼鳞片装入钱包中，以此预示来年财源茂盛。德国人把鹅看做是土地神对人类的恩赐，肥鹅有着很强的繁殖力，是六畜肥壮、粮食满仓的象征，同时它具有治病的功能。德国人在做圣诞鹅时，习惯把苹果和葡萄干填入肥鹅肚中。他们认为圆圆的苹果预示着丰收，葡萄干则表示上帝的宠爱。南德人习惯把青蒿叶和花填入鹅肚中，据说它们对治疗胃痉挛有显著效果。

在圣诞夜的子夜时分，教堂要举行隆重庄严的“子夜弥撒”，在圣诞节的黎明和上午还要举行两次隆重的弥撒，人们高唱圣歌，以庆祝耶稣的降生和圣诞节的来临。

圣诞节从12月24日圣诞夜一直持续到来年的1月6日，它是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庆祝地区最广泛、也最为隆重的节日。德国所有公共场所都被布置得五光十色，各家各户也都准备了丰富的节日礼物。随着庄严神圣、热烈欢腾的圣诞之夜的来临，圣诞节开始了。圣诞之夜是家庭团聚之夜，全家人围坐在圣诞树旁共进圣诞晚餐，餐桌上往往要多设一个座位，据说这是为“主的使者”或是为需要帮助的过路人准备的，餐后全家人在圣诞树前唱歌跳舞。在娱乐场所也有各种艺术表演。第二天，人们探亲访友，共叙友情。整个节日充满了欢庆、祥和的气氛。

2.复活节

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后来教会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为纪念日。德国政府规定复活节休息两天。在节日里，家人团聚，品尝各种传统食品，亲戚朋友见面要互相祝贺。

象征生命的蛋、火、水、兔成了复活节的吉祥物。鸡蛋和兔子在西方是新的生命和兴旺发达的象征。鸡蛋的本色象征太阳，把鸡蛋染成红色则象征生活幸福。在复活节中，父母要特地为孩子们准备制成鸡蛋、兔子形状的巧克力糖。亲友间要互赠彩蛋。在莱茵河中游和黑森林东部的一些城镇，至今保留着“彩蛋树”这一古老习俗。人们把成百的彩蛋涂上彩画，串成蛋链，在复活节这天挂在枞树上，制成彩蛋树，大人孩子围着彩蛋树唱歌跳舞，庆祝复活节。而阿尔卑斯山的姑娘们则通过赠送红鸡蛋来表达自己的爱情，在复活节当天，姑娘如果向某一小伙子赠送三个红鸡蛋，表示姑娘向小伙子求爱。

关于兔子成为复活节的吉祥物，是有一段传说的。在古代耶稣复活之日，正值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庆祝大地回春的“春太阳节”。作为草原、森林动物中多产动物之一的兔子，它象征了春天的复苏和新生命的诞生，同时它又是爱神阿弗洛狄特的宠物，也是日耳曼土地女神霍尔塔的持烛引路者。因此，现在将兔子作为给孩子们送复活节鸡蛋的使者，深受孩子们的宠爱。在复活节这一天，孩子们定会收到兔形礼物。

火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也使大地获得了新生。作为耶稣再生的象征，复活节的许多活动都与火相关。复活节这一天，人们在教堂前点烛以示圣化，并将圣烛迎进千家万户。这一天，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是把圣火送到各家，他们在教堂前用圣火点燃树枝，然后奔跑着送到各家各户，其间充满着欢快的节日气氛。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每年复活节时居民们都要举行火炬赛跑，以庆祝耶稣的再生。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吕克台复活节滚火轮更是远近闻名。六个巨型大木轮被火点燃滚下山谷，就像六个火球从天而降，漆黑的山谷被大火轮照得通明，它与五彩缤纷的焰火交相辉映，再次显示了火给人类带来了新生。

作为德国主要的少数民族，索布族人则是用百骑大合唱的形式来庆祝耶稣的复活。一个个身穿黑色上衣、头戴黑色礼帽的索布族人，骑在用彩带、鲜花和白色贝壳装饰的骏马上，浩浩荡荡地行进在林间小路上，他们边走边用粗犷雄厚的嗓音高唱赞歌，场面十分壮观。

3.感恩节

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感恩节起源于162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里茅斯。相传，1620年9月著名的“五月花”号船满载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102人离港起航，在漫无边际的大洋上漂泊了整整65天，经过狂风巨浪的种种折磨，最后在普利茅斯上了岸。后来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这些移民学会了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蚕豆，并且终于获得了丰收，过上了安定日子。在欢庆丰收、家人团聚的时候，按照宗教传统习俗，人们规定了感谢上帝的日子，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

17世纪末，这个由美国人独创的古老节日，传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感恩节是祈祷和感谢上帝的日子，基督教各派圣徒都庆祝这个节日，以鼓励人们共同继承祖先勤劳、博爱的精神。每逢感恩节这一天，德国举国上下热闹非凡，城市乡镇到处举行化装戏剧表演和体育比赛等活动。天南地北的亲人也会千方百计赶回家团聚，享受美味烤火鸡，畅谈往事，使人感到分外亲切、温馨。

斯图加特的感恩节，在德国最典型、最具特色。斯图加特感恩节又称人民节，是仅次于慕尼黑10月啤酒节的又一较大节日。每年都有500万人到斯图加特市参加这一盛大的节日，时间大致在每年的9月底、10月初。

这一节日确立的最早时间是1818年。10月金秋，农业丰收，农民们把丰收的果实摆放在一起，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并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如今，这一节日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之后，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商业、娱乐、旅游、饮食为一体的群众性欢庆活动。在节日开始的第一天要举行热闹的节日大游行，由彩车、各种舞蹈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吹吹打打穿过闹市区，以此宣告这一欢乐节日的到来。

同中国民间的节日庙会相类似，斯图加特感恩节也有节日的中心地。这个中心地设在斯图加特市马德-堪恩施塔特区的一片开阔地上，被称为“堪恩施塔特草地”，碧蓝的内卡河水从旁边缓缓流过。走进节日的彩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小摊，摊位上摆放的既有日用杂品、服装鞋帽、工艺礼品，也有儿童玩具、食品调料，甚至中国产的小工艺品、清凉油等在此也可看到。

穿过这条小商品街，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彩票出售点。销售者的吆喝声与购买者的喊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热闹。当然节日广场最热闹的还是各种娱乐场所。高高的大转盘、吓人的充满妖魔鬼怪和毒蛇猛兽的迷宫、“疯狂的小老鼠”等等，这些规模很大、构造复杂的超豪华型娱乐设施被人们涂得花花绿绿，它们与无数的彩灯交织在一起，再配上立体音响和烟雾，真是又惊险又刺激。当然也有专为儿童设计的娱乐设施，如碰碰车、小火车、小飞机等。

节日的标志耸立在广场的中心，那是一个圆塔状的建筑，在宽大的底座上堆积着新鲜的玉米、麦穗、南瓜等农产品，底座的周围是斯图加特所管辖的各市县的徽标图案。新鲜的农产品向人们充分展示这个节日是一个喜庆丰收的节日。

除了购物、娱乐之外，节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喝啤酒。节日广场上的啤酒屋有大礼堂那么大，屋里摆满了一排排的坐椅，人坐得满满的，不时还有乐队助兴。人们手捧巨大的酒杯，就着各种点心开怀畅饮。

斯图加特感恩节是通宵进行的，大批游客往往在天黑之后才来到节日广场，据说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夜里11时以后。

二 除夕与新年

德国人对除夕之夜和新年元旦也是比较重视的，他们认为新年过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年的命运。除夕之夜，人们用烟火、灯光、喧哗来镇妖除魔、辞旧迎新。在德国黑森林山区的一些小村庄，有除夕之夜全村出动举行游行的习俗。村民们在做完除夕弥撒之后，手执灯笼，在教堂钟声的伴随下，喜气洋洋地开始除夕游行。人们一路高唱颂歌，感谢上帝赐福人间。此时，牧师和村长或市长先后致辞，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深夜12时整，由新婚伴侣敲响钟楼的大钟，阵阵悦耳的钟声表示新年的到来。

在上巴伐利亚地区的除夕之夜，年轻人则是身披圣袍，扮成“三圣”，挨家挨户唱歌贺新年。新年之后，紧接着就是1月6日主显节。主显节意指“耶稣曾三次向世人显示其神性”，第一次是他诞生时，大星引领东方三博士前来朝圣，显示他是基督；第二次是他开始传教受洗时，圣灵鸽子降临在他头上，显示他是上帝之子；第三次是他参加迦拿城的婚筵时将水变成酒，显示他的荣耀。在德国南部地区，人们主要信奉天主教，那里的迎新年活动一直要延续到主显节。由于天主教比较注重耶稣的第一次显现，因此主显节也称“三王来朝节”。在一些地区由男孩装扮成三王，他们身穿白袍，腰围红带，头戴王冠，上书代表东方三智星名字的C、M、B。他们走访老弱病残、知名人士、多子女家庭，祝福他们新年快乐，并用粉笔在其门上写上C+M+B的字样，表示三王子赐福千家万户。

除夕之夜，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德国有句俗话“丰盛年夜饭，全年鱼肉餐”。德国人迎新年还有穿新衣的习俗，他们认为“元旦穿新衣，万事如意；新年乱穿衣，一年不顺利”；“洗洗澡，换新衣，禳灾祈福庆新年”。这一风俗与中国过春节的习惯很相似。

德国人新年中的吉祥物有“吉祥猪”、“鱼鳞鱼子”、“马蹄铁”等。“吉祥猪”令人回忆起日耳曼诸神中的图腾野公猪，它是神圣与吉利的象征。“鱼鳞鱼子”表示招财进宝，把几片鱼鳞放入钱包中，预示在新的一年中财源茂盛。新年里，人们还有把马蹄铁钉在门上的习俗，据说有驱邪镇妖的作用。在新年中，面包和烘饼也被制成圆形、8字形、心形、辫形等形状，据说这些形状能抵御邪恶。

三 慕尼黑啤酒节

说起德国的民间节日，人们首先会想到慕尼黑啤酒节，它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载誉全球的节日。慕尼黑啤酒节源于1810年，当时为庆贺巴伐利亚储君卢德亲王与萨克森-希尔登豪森的黛丽丝公主共结百年之好而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德国的10月正值大麦和啤酒丰收的时节，人们在辛勤劳动之后，也乐得欢聚在一起饮酒、唱歌、跳舞，以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这一传统节日一直延续至今。

德国是个盛产啤酒的国家，其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德国所产啤酒质优味醇、品种多样，在世界享有盛誉。巴伐利亚州无论是啤酒产量还是啤酒销售量都居德国各州之冠，而作为州首府的慕尼黑，人们的好酒和饮酒量称雄全州，平均每人每年要喝200多升啤酒。作为旅游胜地的慕尼黑，正是以其优质的啤酒、欢乐的气氛和丰富多彩的节日内容，为其10月啤酒节引来数百万游客。节日期间，人们像潮水般涌向慕尼黑，热闹非凡。

啤酒节的许多活动至今仍颇具古风。节日的第一天上午，来自巴伐利亚、德国其他州以及奥地利、瑞士、法国的游行队伍聚集在一起。人们身穿艳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及传统古装，在慕尼黑市长及酒厂老板乘坐的富丽堂皇、花团锦簇的马车引领下，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涌向黛丽丝草场。中午12时，随着礼炮12响，顿时鼓乐齐奏、彩旗飞扬、人声沸腾。市长在作简短的致辞后，打开第一桶啤酒，啤酒节便在沸腾的欢呼声中揭开了序幕。这时，身穿传统服装的啤酒女郎用单耳大酒杯将新鲜啤酒不断地送到迫不及待的饮客面前。许多身穿麂皮短裤、背心等民族服装的巴伐利亚人手举啤酒杯穿行在大街上，他们逢人便高喊“干杯”，气氛十分热闹。

10月初的慕尼黑已有微微的秋凉，整个街道被五光十色的灯光装饰得五彩缤纷。节日的广场，数百顶各种各样的帐篷鳞次栉比。这里出售的商品琳琅满目，响亮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人们背靠背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并在乐曲的伴奏下即兴唱歌跳舞，甚至跳上桌子相互祝贺，可以装一升啤酒的大口有柄啤酒杯不时发出悦耳的“当、当”碰撞声。

啤酒节期间除畅饮啤酒之外，人们还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赛马、射击、杂耍、各种游艺活动及戏剧演出、民族音乐会等。人们在为节日增添喜庆欢乐气氛的同时，也充分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热情、豪放、充满活力的性格。

节日期间，规定每晚啤酒供应到晚上10时30分，10时45分乐队演奏流行乐曲，催促人们离去。这时，万千酒兴未尽的游客会齐声抗议，清洁女工不得不把椅子倒置在桌上。对那些久久不肯离去的游客，保安人员也不得不把他们推向出口，强行让其离开。

近年来，随着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慕尼黑啤酒节的规模也越办越大。慕尼黑市政府对啤酒节也十分重视。这个节日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慕尼黑，而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节日。

四 狂欢节

每年2月是德国的狂欢节。狂欢节是一个不固定的节日，同时又是德国南部地区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说狂欢节是农民的春节，农民通过节日活动表达他们抵御恶魔、驱逐严冬、迎接春天的喜悦心情；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天主教的习俗。如今，狂欢节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尤其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盛大节日。就其内容而言，它不单是宗教节日，而且还包含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民族特色。狂欢节的鼎盛时期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即法国占领德国时期。那时的狂欢节实际上是德国百姓反抗军事压迫的出气机会。他们嘲讽所有穿军装的人并组织游行，因此，游行队伍中向来有化装成军人的人。至今，人们仍会在狂欢节游行队伍中见到穿古装的“卫兵队”，现代狂欢节的这种模式就是来源于此。

说来也怪，德国的狂欢节是从每年11月11日11时11分开始，一直延续到下一年的复活节前40天结束，前后长达3个月左右。但它的高潮却是在最后一个星期，即圣灰礼仪节前一天，尤其是在星期日、星期一（也称玫瑰星期一）和星期二，一连疯狂3天。各地区的狂欢形式不尽相同，在慕尼黑、科隆、美因茨以及莱茵地区（即德国的南部和西南部）最为热闹，在德国北部则几乎不庆祝。在“疯狂”至极的3天中，外国人会特别感到惊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德国，因为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样。有的人变成了“电影明星”，有的人变成了“强盗”，有的人打扮成牛仔或印第安人，有的人成了“王子”、“公主”，连小孩也不例外。科隆人每年最盼望的节日就是狂欢节，科隆也是德国狂欢节最热闹的地方。“玫瑰星期一”这一天，市民们早早地来到市中心，等待游行队伍到来。小丑是科隆狂欢节的重要角色，人们身穿奇装异服，脸上带着夸张的假面具，在狂欢节歌曲的伴奏下人人喜笑颜开，到处可见“群魔乱舞”，一直持续到深夜。慕尼黑在星期二举行大游行活动，主要是大型化装舞会。在莱茵地区，狂欢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最重要的节日。美因茨则举行狂欢节协会会议，电视台甚至还向欧洲许多国家进行实况转播。

巴伐利亚州有个叫迪福特的小城，每年要举行一次所谓“中国人”狂欢节。这一天，小城的居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在城外竖起“国界”，居民们把自己打扮成中国古代的文臣武将、才子佳人等，抬着中国式的轿子，参加狂欢节游行，最后还选出“中国皇帝”。

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少数民族索布族的狂欢节活动。他们的狂欢形式非常独特，男女青年在节日期间乔装打扮一番，并走街穿巷，向别人乞讨施舍，然后把募来所得美餐一顿，或者作为春游的补贴。

狂欢节在圣灰礼仪节的前一天结束，人们往往到饭店或酒店举行传统的鱼宴，结束狂欢节。圣灰礼仪节同时还标志历时40天的斋戒节开始。

五 行会节

在德国，许多起源于中世纪的行业风俗至今仍盛行不衰。德国各地的行会节日众多，包括五朔节、渔民节、牧羊节、厨师节、葡萄农节等等。如今，这些节日已不仅仅是某个行业的节日，大多已发展成为大众化的节日，为人们提供了欢乐喜庆的机会。

1.五朔节

在德国，每逢5月必要栽饰五朔节花柱，这原本是手工业者的一种习俗，也是乡村的喜庆风俗。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节日早已成为大众化的节日。由于五朔节定在欢乐的5月，有些地区又把它称为迎春节。每年一进入5月，德国各地庆祝五朔节的活动就开始了，有的地区在5月上旬，有的则在下旬。在节日期间，各种各样的五朔节花柱纷纷立了起来，姑娘、小伙儿们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一片欢腾。

2.渔民节

渔民节是德国很具特色的节日，它定在7月中旬。渔民们仿效骑士进行斗杆比赛，这在德国各地都很盛行。乌尔姆渔民的水上比武从15世纪一直流传至今，比武这天上午，渔民们身着18世纪的民间服饰，跳着传统舞蹈，举行盛大游行。下午水上比武在多瑙河上举行，此时岸上岸下鼓乐声、呐喊声、欢笑声响成一片，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萨尔察赫河和阿梅尔湖边的迪森市，每年的渔民节也各具特色。

3.牧羊人节

德国牧羊人节定在每年的8月24日，届时全国各地都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尤以南德罗滕堡的牧羊人舞和马克格卢宁根的牧羊人光脚赛跑最为知名。

4.厨师节

雷根市的厨师节是为纪念一位叫皮歇施坦因的厨师而设立的。他发明了一种用土豆、三种肉、七种菜及各种配料制成的混合饭。这种饭色香俱全，很受人们欢迎。节日定在每年7月，届时雷根市倾城欢庆。节日期间，除了由厨师及其徒弟们进行游行外，还组织泛舟、射击等娱乐活动，并打开一桶桶啤酒供游人畅饮，场面十分热闹。

5.葡萄农节

弗兰肯地区维尔茨堡的葡萄农节是近百年来才形成的民间节日。每年的9、10月份，维尔茨堡远近9个葡萄种植园的农民集中在维尔茨堡，为游客们奉献芬芳扑鼻的葡萄美酒。各地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在短短两周内就能喝掉4.5万升葡萄酒，维尔茨堡的“葡萄农节”是一次很好的促销活动，使该市的收入相当可观。

六 射手节、花衣笛手节

1.射手节

这是一个具有几百年历史、深受德国人民喜爱的传统节日。每年7、8月间（个别地区在6月），德国不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要举行隆重的射手节，但各地射手节的起因并不相同，在内容、形式上也各有特色。

每年7月初举办的下萨克森州汉诺威的射手节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射手节，有近万名射手参加。节日期间，广场上帐篷鳞次栉比，无数的观光客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由近万名射手、120个乐队和无数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辆辆彩车花团锦簇，那真是鼓乐齐鸣、旌旗翻舞，美不可言。节日要持续10天，其盛况并不亚于狂欢节。

内卡诃、施瓦本地区的射手节也很热闹。节日期间举行射手游行、学生游行、大型仿古游行，并举办德国最古老的童话剧会演。赛后还要选出射手国王、王后及农民射手。各种活动不仅热闹非凡，而且妙趣横生，令游客心旷神怡。

莱茵河中游一带的射手节则具有严格的军事传统，它在每年6月初举行，年满18岁的男性均可报名参赛，优胜者可获山羊一头，并接受人们的致意，这是每个射手最感光荣的时刻。

2.花衣笛手节

在德国中部威悉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古堡哈默林，相传700年前该城鼠疫猖獗，严重威胁着人畜的安全。一日，一个身着花衣、手拿风笛的陌生人来到该城，声称能灭鼠除灾。人们欣喜若狂，允诺如能灭鼠，必将重金酬谢。花衣笛手吹响风笛，在魔笛声中，成千上万只老鼠应声出洞，随着笛声跳入威悉河中淹死了。整个城市得救了，但人们却背弃了诺言，不肯酬谢花衣笛手。第二年的6月26日，花衣笛手又来到该城，再次吹响魔笛，100多名中了魔的孩子随他出走，消失在山谷中。以后，人们把花衣笛手视若神明，规定在每年的7月举行花衣笛手节。节日里，人们化装成笛手和老鼠，再现他当年救灾惩罪的场面，以此教育后人。该市的市徽就是一个面带微笑的花衣笛手。花衣笛手的故事已成为人人皆知的著名的童话故事。

七 区域性民间节日

在德国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地区性民间节日，如埃施韦格水井节、兰茨胡特婚礼、巴伐利亚地区的民间服饰节、施特劳宾地区的高博登节、花节、高山放牧返厩节等等。这些节日虽不是德国全国性的节日，但很有地方特色，我们从中也可领略到浓郁的德意志民族风情。

1.埃施韦格水井节

埃施韦格是坐落在韦拉河谷的一座古城，6月24日是该城的水井节，这一节日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连三天，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水井节在铿锵有力的铜管乐声和威武的骑兵队的马蹄声中拉开序幕，紧随其后的是盛况空前的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年轻小伙子喜欢身穿中古时代的服饰，骑着高大的骏马，扮成威武雄壮的古骑士。姑娘们则身穿美丽的纱裙，翩翩起舞。民间舞蹈队、杂耍队精彩的表演为古城增添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在节日期间，外地游客如潮水般涌来，在饱赏浓郁的民情山景的同时，还可遍尝山乡的美酒佳肴。节日的最后一天是孩子们的天地，纯真的孩童欢聚在韦拉河小岛上，尽情地嬉戏取乐，通宵达旦。

2.兰茨胡特婚礼

兰茨胡特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历史名城。相传500多年前，兰茨胡特公爵之子格奥尔迎娶波兰的黑德维希公主，在该城举行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婚礼。据说婚礼前后持续了23天，耗资巨大，宾客万余，所吃的牛、羊、猪、鸡、鹅、鱼、虾、奶酪等不计其数，光烧掉蜡烛就达5500公斤。在兰茨胡特市政厅的华丽大厅墙壁上至今仍保留着反映这一世纪婚礼的壁画。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兰茨胡特人每隔4年的7月初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人们身穿华丽古雅的服饰，自始至终再现这一壮观的历史场面。届时全城沸沸扬扬，熙来攘往，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3.巴伐利亚民间服饰节

巴伐利亚的民间服饰可说是德国的瑰宝，巴伐利亚人不仅喜爱民间服饰，而且还有自己的服饰节。节日期间，农民身穿绚丽多彩的民间服装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在抒发内心喜悦之情的同时，一展自身美丽的服饰。德国最大的民间服饰节每年7月的第二周周末在比特堡举行。届时有包括来自邻国的60多个服饰协会参加，人们在此展示本民族艳丽多彩的民间服饰和优美动人的民间舞蹈。节日期间还要举行民间服饰大游行，在游行队伍中，各种民间服饰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每逢节日，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节日的广场真是美酒香醇、鼓乐动天。翩翩的舞姿、悠扬的歌声令人陶醉、流连忘返。

4.施特劳宾地区的高博登节

在素有巴伐利亚粮仓美称的施特劳宾地区，每年8月中旬都要举行高博登节。这是一个庆祝农业丰收的节日，在巴州其规模仅次于慕尼黑啤酒节。节日期间的高博登，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派兴旺景象。也正由此节日，高博登成为多瑙河下游农产品的展览地和集散地。

5.花节

每年8月下旬是德国鲜花盛开的季节，在德国北部的吕内堡、阿梅林豪森、施内弗尔丁根和博格尔及东部的德累斯顿、韦尔德尔等地都要举行花节。届时不论是城里还是郊区，都沉浸在一片花的海洋之中。人们举家到郊外野餐，在观赏满山遍野的花景的同时，也深深地陶醉其中。他们把一束束野花带回自家的庭院、门厅、卧室。节日期间人们还要组织一些专门的花展，举行露天演出、灯火晚会、游艺活动等。众多的游客专程来此赏花、议花，以此抒发他们的爱花之情。

6.高山放牧返厩节

夏季畜群放牧高山抓膘，秋季下山返厩蹲膘，这是巴伐利亚牧民一年一度的习俗。每年9月中旬，放青的牛羊群要下山返回山谷，这称为“返厩日”，它对牧民来说是一件大事。每逢此日，牧民们都要庆祝一番。这一天牧民们要换上民族盛装，头戴插有白羽毛或帽花的毡帽，赶着用彩球、鲜花、木鱼铃铛装饰得漂漂亮亮的牛羊群，跨着骄傲、欢快的步伐行进在山间小道上。清脆的铃声回响在山谷间，牧民和羊群隐现在翠绿的山林间，好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回到村里，还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人们热情欢迎辛劳的放青牧民，并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牧民也同朝夕相伴的羊群依依惜别，那场面也是十分的感人。

八 出生与洗礼

德国人口出生率始终是世界最低的，战后人口的增长主要靠外来移民。在这样一个低出生率的国家，一个家庭的添丁进口真可算是一件大喜事。

其实早在妇女怀孕之时，她便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保护，有许多风俗习惯都是为了保护孕妇的身体健康及胎儿的发育成长。在德国符滕堡地区的农村，孕妇是备受敬重的贵客，她可以进入别人家的果园摘果品尝，可到邻家就席用餐。那里的人认为孕妇的光临象征着新生和丰收。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习俗：孕妇晚上不可出门，怕黑夜里的巫婆鬼怪伤及胎儿；孕妇不能看丑陋的东西，怕婴儿日后长得难看；孕妇不能走十字门、不能从晾衣绳下穿行，否则会造成难产、伤害胎儿。这些风俗虽不乏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从中也可看出人们对孕妇的关心。

1.教父和教母

在德国，新生儿的父母早在孩子出生前便会在亲友中为孩子物色教父教母。由于教父教母与孩子的一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婴儿的父母在选择时是很审慎的。孩子的父母在为孩子选择教父教母时不一定要选择一对夫妇，但他们要由正直可靠、行为端正、受人尊敬的、名声较好的人担任。当然首先要取得他们本人的同意。一般被邀请做孩子教父教母的人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荣誉，而乐意承担这份责任。

认教父教母的原意是为了在宗教信仰方面帮助孩子。如今，教父教母的责任已不仅仅局限在宗教方面，他们可使孩子一出生后就有多位长辈关心他的成长，在他有困难时给予照顾，万一在孩子未成年时父母双双早逝，那么教父教母还要担负起扶养他成人的义务。

2.新生儿洗礼

洗礼是基督教接受入教者时举行的一个重要仪式。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须经过洗礼除去污垢，变得纯洁，方能被接受为基督教的人，日后才有资格进入天堂。受洗的人不一定是婴儿，耶稣本人就是在成年后接受“施洗者约翰”为他施洗的。但在基督教国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婴儿时由家长抱到教堂受洗的。

婴儿正式起名与洗礼同时进行，所以洗礼也叫“命名礼”。婴儿父母在教堂定好日期后，即发请帖邀请亲友参加，一般只请至亲好友，人数不会太多。

施洗礼时，婴儿由教母抱着站在教堂内欢圣坛前的“圣水盆”旁，孩子的父母等人围拢过来，由牧师或神父宣读《圣经》中的有关章节，口诵规定的礼文，并接过孩子，用手蘸圣水滴在孩子头上，口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给你施洗。”然后，再说几句愿孩子长大后要博爱人类、侍奉上帝之类的话，洗礼遂告完毕。

洗礼之后自然是要庆祝一番，婴儿的父母要举行一次午宴或茶会，邀请施礼的牧师或神父、孩子的教父教母及亲朋好友参加。教父教母的礼物照例贵重些。在巴伐利亚地区，在洗礼日那天，教父不仅自己要胸佩迷迭香，还要把迷迭香放在婴儿的摇篮里。据说这种香气浓郁的药草能祛病降妖，教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同时，他还会在孩子尿布或枕头下塞点儿钱，作为孩子日后操办婚事的本金。有的教父送孩子书和笔，希望孩子聪明勤奋。如今，时髦的礼物是送男孩一个小巧玲珑的银制啤酒杯，送女孩子一条项链或一只银制咖啡杯，上面刻着孩子的姓名和洗礼日期。

在巴伐利亚农村，孩子的洗礼聚餐有个习惯，那就是餐后餐桌上要有剩余的面包，饭后要给宾客包装吃的东西带走。给男客人带点儿香肠、烈酒，给女客人带点儿糕点、糖果，对教父教母则更是要厚礼相赠，以此来表示生活富裕、绰绰有余。

在德国，洗礼用的蜡烛是要精心收藏的，它对孩子的一生具有特殊意义。据说点燃洗礼烛可逢凶化吉、祛除百病。在德国的一些农村，至今仍虔诚地遵循着这一古老的习俗。

在德国妇女生孩子可获得一年的休假，可本人休；也可以夫妻双方各休假6个月，共同负担起抚育孩子的责任。

九 婚俗概览

在西方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其婚丧喜庆等人生大事所遵循的礼仪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每对想结婚的男女青年基本上都要经过结婚登记、教堂婚礼、新婚蜜月这三部曲，不过具体到各国又有其独特的婚俗。

1.择偶方式

今天，德国的男女青年有各种机会进行接触，他们或经亲友、同学、同事介绍，或在舞会、旅行等文娱活动中相识，然后经过一番交往和恋爱过程，最终决定结为夫妇。在择偶方面，德国有一些有趣的风俗。

（1）橡树风俗

在德国的杜道森林布里德格罗姆有一棵远近闻名的老橡树，人们称为“橡树月老”。关于这棵橡树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600多年前，一位王子在与敌人遭遇中遇险，被一位美丽的姑娘救起，王子与姑娘一见倾心，结成良缘。为报答姑娘的救命之恩，王子在森林里种下了这棵橡树。后人羡慕王子的奇遇，纷纷到此观赏，希望巧识意中人。有些男女通过橡树传情，并在树下举行了婚礼。久而久之，老橡树充当起了“月老”。每天都有收信地址为“D-2420杜道森林布里德格罗姆的橡树”的情书被投递到橡树的树洞中。这些信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拆阅，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据说通过橡树月老已使5000多对青年男女玉成佳偶。现在老橡树的故事越传越远，以至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为寻找配偶也把情书投寄给这位橡树“月老”，情书每年可达800封之多。

（2）棋艺定终身

在柏林西南有个小镇叫希乔贝克，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都非常热衷于国际象棋，并且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值勤民警的帽徽都被设计成棋盘图案，教堂的塔尖上也安装了一个棋盘来表示风向。姑娘们选择配偶时，小伙子棋艺的高低成为一个主要条件。

（3）白桦树寄深情

在德国波恩，小伙子向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情，是通过赠送白桦树这一富有诗意的形式来实现的。每逢春暖花开的季节，小伙子要砍伐一株嫩叶满枝的小白桦树，在4月30日或5月1日这天半夜盘旋转在姑娘家的阳台或庭院中，借翠绿的小树来表达自己深深的爱意。一旦得到姑娘首肯的回音，小伙子就可再赠送姑娘一枚宝石或戒指，姑娘以亲吻表示谢意并接受这枚求爱戒指。当双方深信彼此间情投意合时，便互赠银戒指，表示订婚。到结婚时再互赠金戒指，表示双方的爱情像金子般纯洁。

（4）电影择偶

在德国，婚姻管理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年轻人解决婚姻问题，其中之一是以拍电影广告的形式帮助一些“待字闺中”的姑娘解决婚姻大事。姑娘们在影片中充分展现自己各方面的才能。这些影片被拿到由未婚男女组成的“寂寞的心协会”放映，单身男子可从影片中选择自己可心的配偶。

2.结婚仪式

（1）教堂婚礼

男女双方感情成熟时，一般都要宣布订婚，举行订婚仪式，把双方的关系通知亲朋好友，亲友送礼致贺。订婚时，男女双方要交换订婚戒指，并互相给对方戴在左手中指上，待结婚时，再把它换到右手无名指上。男女双方订婚之后，就会为不久将要举行的婚礼做准备。首先要到结婚登记处登记，这是法律所要求的。随后就是举行教堂婚礼，法律上并不要求一定要举行教堂婚礼，但一般德国人、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在结婚时往往都要举行教堂婚礼，他们认为这是完满婚姻的开始。

教堂婚礼一般都比较隆重。婚礼上，新娘身穿白色纱质婚礼服，头披白纱，新郎穿黑色礼服。新郎给新娘戴的结婚戒指一般是金质无缝的，它象征两人婚后的幸福生活无边无际。婚礼开始时，新郎站在圣坛前等候新娘，新娘挽着她父亲（如父亲已故，可由哥哥、叔伯等代替）的手臂，在《婚礼进行曲》中徐徐走向新郎，两人面对圣坛和牧师或神父站成一排，男女傧相站在稍后的位置。此时牧师或神父为新婚夫妇祝福，并分别问双方是否愿意以对方为夫（妻）“一直到死永不分离”，两人分别回答“愿意”。然后，新婚夫妇交换戒指、接吻。牧师或神父祷告说过“阿门”之后，新婚夫妇由至亲及主要宾客陪同，进入圣坛后面的祈祷室，在登记簿上签名。签毕出来，乐师再奏《婚礼进行曲》，新娘挽着新郎的右臂，慢慢走出教堂，仪式遂结束。

婚礼之后，一般还要举行一个新婚宴会、冷餐会或比较丰富的茶会，以招待亲朋好友。紧随婚宴之后的就是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据说度蜜月的风俗最早起源于法国。古时候，新婚夫妇举行婚礼后要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旅行，同时每天都要喝蜜糖水或是蜜酿的酒，连喝30天不得中断，以示幸福生活的开始。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不过蜜月中已不再喝蜜糖水，度蜜月的时间也未必恰好是一个月。

（2）传统婚礼

以上我们讲的是德国一般的结婚仪式。在德国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还有一些古老的习俗流传至今。在德国的波恩，年轻人结婚前要按传统习惯举行一次送旧迎新的联欢会。亲朋好友纷纷带着破盆、破碗、破碟、旧酒瓶等物品来向新郎新娘祝贺。他们先将旧物品打碎撒满一地，然后由新娘的父亲用铁铲装入铁箱中燃烧，人们围着燃烧的火焰欢呼雀跃，以此表示除旧迎新。新婚之夜，新婚夫妇要密切注意四周动静，一听到有人砸东西，也要立即响应砸一件东西。当地人认为只有尽兴地砸东西，新婚夫妇才会恋情如火、难舍难分，有了如此炽热的感情才能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新婚之夜亲朋砸东西代表着祝福，新婚夫妇砸东西则表示感谢。

在黑森林地区，新婚夫妇在举行完教堂婚礼后，还要在教堂门前举行一次独具匠心的“婚礼”——锯树墩。一个又粗又大直径半米左右的树墩摆放在教堂广场正中央，新婚夫妇要用一把双人锯一口气不间歇地把树墩锯断，然后共饮一杯贺酒。这一锯树墩习俗表示新婚夫妇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地共建家园。

在北方农村，婚礼前要在新居到教堂的道路旁种植常青藤，婚礼之日，新婚夫妇踩着这条绿色之路走向教堂。在新居门口用杜松子、红布编扎一个拱门，上面嵌有红白玫瑰，新娘要在拱门下接受公婆的欢迎，喝口红葡萄酒，听首赞美诗，然后穿过拱门步入新居。在德国，绿色象征着新生、希望、幸福美满；红色表示祛邪镇妖、人丁兴旺。因此，红、绿色是德国婚礼上不可缺少的颜色。

3.现代德国人的婚姻观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股性解放的潮流席卷西方各国，年轻人在两性关系上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一些德国青年倾向先同居后结婚，或者干脆只同居不结婚，认为这样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受这种性解放潮流的影响，德国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普通家庭模式受到冲击，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增加，出生率也不断下降。

不过近些年，德国又出现了回归家庭的现象。家庭又重新受到重视，不要家庭不再是时髦。人们又开始忠于爱情，以隆重的仪式庆祝婚礼，并且愿意多生孩子。

十 丧葬习俗

婚丧嫁娶是人生旅途中的大事，一个人一生可不嫁不娶，独守终身，但万物之中，有生就有死，这是无法避免的。人与尘世告别是痛苦的，人死了就要办丧事，这是天下皆然的风俗，为了让死者能安详地离去，各国民间都有种种习俗。

1.临终慰藉

在德国莱茵河地区，至今仍遵循着一个自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老习俗：喝临终酒。人在临终之时，必须喝一口陈年老酒。据说这种酒是圣酒，可唤醒死者亡灵，驱散围绕在病床前的招魂魔鬼，使临终者得到安宁。人在临终前，家人会将洗礼烛、圣餐烛、圣光烛点燃，并同时点燃一支红色大蜡烛，把它们放在死者身旁，一是用烛光为亡灵祝福；二是为亡灵照亮通向天堂之路。

在德国的民间传说中，镜子被视为魔鬼的工具，是死神隐蔽的场所，妖魔利用镜子的反照能力，扰得人不得安宁。因此，在人临终前要将镜子用布蒙住，以使亡灵能安详地解脱尘世罪孽，步入极乐世界。

在德国南部山区，人在临终时，家人要打开窗户，揭开楼顶砖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死者敞开一条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因为他们相信人在脱离凡尘之后，将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人们通过这些临终慰藉，使亡者能安详地离去。

2.葬礼

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葬礼一般都在教堂举行。家里如有人去世，先要与教堂商定举丧日期，并要用适当的方式通知亲友。此外，尸体要用清水洗净，他们认为水有着无限的神力，它能净化人的躯体、人的心灵和灵魂，并能祛邪镇妖。人降临尘世要洗礼，离开尘世也要洗尸，洗刷尘世间的一切罪孽。

在教堂举行葬礼的当天，亲朋好友手持鲜花或花圈陆续来到教堂。首先由牧师或神父主持追思礼拜，参加葬礼者按事先的安排唱圣诗赞诗、奏哀乐、祷告、宣读由丧家提供的死者生平。教堂葬礼只是整个葬礼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在墓地举行，只有死者的家属、近亲和亲密的朋友参加。一般好友在参加完教堂葬礼后即可离去，不必去墓地。在德国多以土葬为主，亲朋目送灵柩在事先指定好的墓穴中安葬。人们围绕在墓穴周围，为死者祷告，愿他安息、灵魂升入天堂。

应邀参加亲友家的葬礼，唯一可送的礼物就是鲜花，既可送成束的鲜花，也可送用鲜花做成的花圈（德国人不用纸花做花圈）。在鲜花的饰带上要写上死者、吊唁者的名字及“安息吧”“永别了”之类的题词。在德国（以至整个西方国家）出席葬礼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可能穿黑色的衣服，男子要系黑色无花图案的领带，如果没有黑衣服就穿颜色暗淡、深色的衣服，切忌穿鲜丽的服装。同时在葬礼上要保持肃穆、安静，切不可大声谈笑，否则就被视为对丧家的不尊重，也显得自己缺乏教养。整个葬礼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没有捶胸顿足、号啕痛哭的场面。除了小声的抽泣声，多数人都在沉思默祷，默默地为死者送行。

与人们肃穆的神情和暗淡的服装相反，德国的墓地是万紫千红、鲜花盛开的。墓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主要是四季常青的苍松翠柏。在暖和的季节，百花齐放，鲜花既代表了人们对死者的追思，也是对生者的慰藉。每当想起死者，人们会到墓地去扫墓、献花、静静地呆上一会儿，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葬礼举行后，丧家还有一个丧期。虽然近些年对这方面的要求已不那么严格，但作为一名新寡的妇女在丈夫刚死之后就打扮得花枝招展，频繁应酬，难免会招来非议。一般要求新寡的妇女所穿衣服要以素雅的颜色为主，除小型聚会外，不参加舞会、宴会及场面热闹的大型应酬。亲友也会注意不要邀请她参加喜庆的聚会，用一段宁静的生活度过丧期。对丧偶的男子要求不如寡妇严格，但也要求他在一定时期内穿着要规矩些，避免花天酒地的交际。

十一 习俗禁忌

在所有花卉之中，德国人对车矢菊最为推崇，并选其为国花。因此，在德国不要随便送人车矢菊；另外，也不要随意以玫瑰花或蔷薇送人，前者表示求爱，后者则专用于悼亡。

对于“13”与“星期五”，德国人极度厌恶。他们对于4个人交叉握手，或在交际场合进行交叉谈话也比较反感。这两种做法都被他们看做是不礼貌的。

德国人相信，在路上碰到烟囱清扫工，便预示着一天要交好运。

向德国人赠送礼物，不宜选择刀、剑、剪、餐刀和餐叉。用褐色、白色和黑色的包装纸和彩带包装、捆扎礼品，也是不允许的。

与德国人交谈时，不宜涉及纳粹、排外、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宗教与党派之争。德国人喜欢的话题是足球、德国产品质量、环境保护、旅游等。德国人认为，在公共场合窃窃私语是十分无礼的。


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德意志民族的起源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衰

一 德意志民族的起源与日耳曼国家的兴起

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是一个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历史过程。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是古代日耳曼人，是欧洲大陆上的古老民族之一。

早在公元前约2000年的铜器时代，属于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古代日耳曼人部落便产生了。这时基本的日耳曼部落有五个：第一个部落是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和古顿人；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第三个部落是住在最靠近莱茵河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第四个部落是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杠利人、卡腾人、凯鲁斯奇人；第五个部落是和达克人邻接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戈尔人。从公元前1800年起，日耳曼人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以及今日德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定居下来。公元前600年左右，他们开始向南、向西迁徙，直达莱茵河下游和维斯杜拉河。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便逐渐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繁衍生活。这时，日耳曼人各个部落还保持着一些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马人征服了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地区，并修筑了东南走向的“界墙”。约公元前50年，日耳曼人占领了北海和德意志中央高地直到罗马人“界墙”的广大地区。公元1世纪左右，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出现了以地域关系形成的大家族公社，称为“马尔克”。公元1世纪中期，日耳曼部落开始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一个民族由游牧时期的分散孤立状态向有组织社会的过渡，为后来日耳曼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起初较大的部落联盟有：法兰克人、苏维汇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伦巴底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等。他们在长期与罗马帝国的冲突中，于公元2世纪起逐渐形成了法兰克、萨克森和阿雷蒙三个著名的大部落联盟。公元250年，法兰克人和阿雷蒙人越过罗马人的“界墙”和莱茵河，向东推进。

公元375年，日耳曼民族开始大迁移。日耳曼民族大迁移不仅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对日耳曼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面对日耳曼人的频繁侵略束手无策，被迫允许他们以“同盟者”的身份移居西罗马帝国境内。西罗马帝国由于国内奴隶起义日趋衰落，加上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终于在公元476年灭亡。公元5～6世纪，日耳曼部落逐渐发展成各自独立的日耳曼王国，当时著名的日耳曼王国有：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但这些日耳曼王国并未对后来德意志大地上的日耳曼国家的历史产生直接影响。对日耳曼民族国家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由法兰克部落联盟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王国。

公元486年，法兰克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克洛维（466～511）统率莱茵河下游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打败了罗马驻高卢的最后一任总督，征服了阿雷蒙人和西日耳曼其余各部族的大部分，创立了法兰克王国。这个王国的版图很大，包括了几乎当今整个法国、莱茵河流域和阿尔卑斯山直到德国中央高地的广大地区。公元496年，克洛维国王皈依基督教，这对于平衡日耳曼人和被征服的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及巩固法兰克王国十分重要。后来，他多次发动战争，吞并了信奉其他教派的日耳曼各部落。公元6世纪，法兰克王国终于以日耳曼民族为中心奠定了永久性国家基础。这时法兰克王国的领土，东起易北河和萨勒河，西到比利牛斯山，南到意大利北部，北到北海。在这个王国里，日耳曼民族主要有法兰克人、阿雷蒙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弗里斯人以及部分凯尔特人、罗马人和斯拉夫人。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君主是查理大帝。公元800年，罗马教皇给他加冕称帝，尊号“罗马人的皇帝”。此后，查理大帝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基督教的保护人。查理大帝的强大帝国在他的继任者的统治下多次濒临分裂。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根据《凡尔登和约》正式分裂为三部分，即勃艮第—普罗旺斯—意大利中部王国（后来发展成为意大利）、西法兰克王国（后来发展成为法兰西国家）和东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后来发展成为德意志国家。公元911年，名存实亡的法兰克王国卡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去世，东法兰克王国的公爵们选举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为“法兰克国王”，史称“康拉德一世”。康拉德一世的当选，意味着德意志国家历史的开始。

二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衰

康拉德一世领导下的东法兰克王国下辖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土瓦本和图林根等部落公国，正是这些地区奠定了未来德意志国家的核心版图。但是，这一新王国从一开始就面临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因素。首先，由于国王是由各部落公爵推举产生的，部落首领的权力因此得到提升，并且出现了要求与国王共同统治王国的形势。王权受到包括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等在内的地方部落首领的挑战。其次，在康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德意志王权受到匈牙利人等外来的侵略威胁。康拉德一世的力量相对较弱，结果到这位国王去世时，他在对外和对内的斗争中几乎都没有取得胜利。在其边境地区，匈牙利人的威胁依然存在；在内部，地方部落在抗争中也获得了对王权的胜利。康拉德一世的统治是失败的，但他在临终之前却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他说服自己的兄弟放弃继承王位，并推举自己的对手中最强大的萨克森公爵亨利为国王，因为只有这位公爵才有能力使德意志国家得到安宁和秩序。

公元919年，萨克林公爵亨利一世被推选为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吸取了前任国王的教训，用实力说话，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其对内加强王权和对外进行扩张的工具。对内，他先后以武力迫使士瓦本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俯首称臣，然后又对各部落采取怀柔笼络政策，通过某些让步换取他们的支持；对外，他通过战争先后占领了西法兰克王国的洛林公国、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等地，并最终击败了强大的匈牙利人，从而巩固了对整个德意志王国的统治。

公元936年，亨利次子奥托登基成为新的德意志国王，称奥托一世。奥托一世一方面继承了亨利一世的对外扩张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基督教会势力对抗世俗贵族，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他将大片土地以及行政、司法权力等赐予教会，以此获得教会支持他反对世俗封建主的独立企图，同时通过武力和联姻的方式加强了王室与各部落公国的关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将扩张重心置于意大利。他不仅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等地，击败了匈牙利人的入侵，而且于公元961年应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的请求，出兵镇压了罗马贵族的反抗。公元962年，奥托一世仿效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成为得到教皇宣誓效忠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领，其势力可谓如日中天。从此，德意志王国被冠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达8个世纪之久。此外，奥托一世还大力向东拓展，结果使帝国的势力扩展到奥得河一线。

“神圣罗马帝国”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帝国”。在神圣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采取扶植教会压制世俗封建主的政策，将国家管理大权从一心想扩大世袭领地的世俗领主手中转到没有血统继承关系的教会主教们手中。教会由于大得其利而支持和服从皇帝，世俗大封建主势力则受到抑制，皇权因此较为强大和巩固。

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最初起就孕育着对皇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第一，由于封建贵族的封地是世袭领地，封建领主们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权利，反对强有力的皇权。第二，德意志国家形成之初就确立了皇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皇权实际上操纵在各部落公爵手中，国王或皇帝由选举而不是继承产生。结果是，各诸侯为了确保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往往反对皇权的过分强大。他们通常选举中等势力的诸侯为皇帝，以便加以操纵。于是德国的皇帝成了“一个由诸侯们组成的共同国家的终身主席”。第三，虽然教会在平衡世俗封建主势力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加强皇权。但是，在皇帝与教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拥有双重身份的领地主教（教会诸侯）就必须做出抉择，而一旦他们偏向教皇，危害性比世俗封建主更大，因为他们拥有严密的教会组织的支持。第四，德国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缺乏民族凝聚力，表现出一种非民族的特性。亨利一世开始的对外扩张以及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向人们表明，德国统治者继承的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使皇帝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国外，无暇顾及国内事务，使诸侯乘机加强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则使得德国人难以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

到公元11世纪，上述诸因素开始起作用。势力日盛的罗马教会力图摆脱世俗皇权的控制，首先向皇权提出了挑战。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和皇帝亨利四世之间展开了争夺教会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皇帝失去了对主教职位的控制权。世俗诸侯则利用出兵意大利的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在反对皇权的基础上日益接近，德意志皇权因此衰落。134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继承皇位，他在诸侯们的压力下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不仅正式确认了诸侯选举皇帝的权利，而且承认诸侯在自己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于是，在德国形成了一道很独特的政治景观：原先强大无比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了众多独立邦国的松散结合体。

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不利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1517年，德国出现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不受罗马教会控制的德意志民族教会，排除教皇对德国事务的干涉，加强德国的皇权。然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国基督教分裂成了新基督教和旧天主教两大宗教集团。于是，德国在原先皇权、教会诸侯、世俗诸侯等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新添了宗教分裂的因素。

1519年，具有哈布斯堡王室血脉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五世。他自恃力量强大，试图利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诸侯中造成的分裂局面，以打击新教诸侯为借口，消除诸侯分裂势力，在德国加强中央集权。然而，就在查理五世即将取胜的关键时刻，利益受到威胁的德国新教和天主教诸侯们捐弃前嫌，起而反对查理五世。他们甚至不惜出卖帝国领土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查理五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图谋。结果，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胁迫之下，查理五世最终放弃其中央集权计划，并于1556年无奈退位。

公元17世纪初，鲁道夫皇帝试图利用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之间的矛盾，通过限制新教来争取天主教诸侯的支持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在德国境内形成了新教诸侯组成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诸侯组成的“天主教同盟”相对抗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时“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之间的斗争已经超出德国的范围，表现出复杂而深远的国际背景。当时，“新教同盟”得到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以及法国的支持。丹麦、瑞典不愿看到天主教势力深入新教控制的德意志北部，更担心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德国向北欧扩张。法国虽为天主教国家，却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因而也站在“新教同盟”一边反对德国的“天主教皇帝”。“天主教同盟”则得到德国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德国两大宗教集团之间的斗争演变为欧洲两大国际集团之间的对抗，并最终导致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1618年，德皇任命狂热的天主教徒斯提利亚公爵斐迪南为新教国家波希米亚的国王，遭到波希米亚的反对，并由此引发反对皇帝的起义，于是三十年战争爆发。1619年，斐迪南继位为德意志皇帝，他依靠“天主教同盟”和西班牙的军队，于1620年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皇权的加强既不符合德国诸侯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法国、荷兰、瑞典等邻国的利益，因而引起外国的干涉。

从1625年起，在法国的怂恿下以及英国、荷兰的财政支持下，丹麦、瑞典等国先后出兵德国，联合新教诸侯反对德皇，但收效甚微。1635年，法国亲自出马，与瑞典共同反对统治着德国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从17世纪40年代起，法国和瑞典两国开始在战争中占据优势。1642年，瑞典军队在莱比锡大败德皇的军队。1643年，法军在洛克瓦会战中大败西班牙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哈布斯堡家族被迫求和。德皇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再次受挫。

1648年，交战双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其主要内容为：（1）瑞典获得德国北部地区的西波莫瑞，并以帝国封地的形式取得不来梅大主教区、维尔登主教区和威斯马城，从而控制了德国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等通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重要河口。（2）法国得到阿尔萨斯大部，并确认其在1552年占领的麦茨、图尔、凡尔登和洛林地区。法国有权参加德国的帝国议会。（3）德国的诸侯完全独立，享有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德国皇位不得世袭，帝国的重要事务由诸侯参加的帝国议会决定。（4）荷兰、瑞士正式独立。（5）承认战争期间各诸侯得到的新领土。（6）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天主教、路德教和卡尔文教等在帝国境内享有同等权利。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德国的长期分裂局面，德皇加强中央集权的企图彻底破灭。300多个德意志邦国成了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它们通过帝国议会保持对皇帝的控制，使德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封建混乱”状态，德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时间也因此推迟了200多年。其次，德国的社会经济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破坏。德国人口在战争中减少了1/3，有些地方甚至减少了1/2以上。战争之后的德国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到处是荒芜的土地和成群出没的野狼。有学者推测，德国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经济水平。最后，勃兰登堡等新教诸侯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了大片领土，力量进一步壮大，从而为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对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通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和瑞典在打击和肢解德国的基础上使自己的领土得到显著扩大，法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瑞典则开始雄霸北欧。第二，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大大改变了德国和欧洲的关系。德国的大片属地被法国、瑞典割占，荷兰、瑞士原先是德意志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它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得到国际确认。帝国边界因此大大缩小。更重要的是，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法国和瑞典有权参加德国的帝国议会，它们因此获得了干涉德国内部事务的合法权利，换言之德国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意味着日后德国的统一已不再是德国内部的事务，而变成一个欧洲性的问题。

第二节 普鲁士的崛起和德意志的统一

一 普鲁士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德意志境内邦国林立。正当德国陷于四分五裂的时候，在德国东部地区以柏林为中心的边陲小邦勃兰登堡却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形成普鲁士王国，成为日后影响近代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元12世纪中叶，萨克森公国境内阿斯卡尼家族的“大熊”阿尔布莱希特向东扩张，获得易北河中游和奥得河之间的土地——勃兰登堡。1356年，勃兰登堡伯爵获得“选帝侯”称号。1415年，起源于土瓦本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六世，趁阿斯卡尼家族宗室绝嗣之机，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开始了这一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1618年，选帝侯西吉斯蒙通过联姻和向波兰称臣的方式，取得了波兰王国的所属领地普鲁士公国，由此形成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从而奠定了日后普鲁士国家的基础。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又获得了波莫瑞等地区。

普鲁士的崛起开始于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位于欧洲中部，地势平坦，没有自然疆界。在三十年战争中，这里是德皇军队和瑞典军队争夺的主要战场，因此成为遭受战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到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年继位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已经成了田园破败、野狼出没、到处是饥饿和贫困的荒芜之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使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感到失望。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西波莫瑞以及易北河和奥得河的出海口等都落到了在战争中崛起的强国瑞典手中。在国内，一些贵族仍效忠于波兰国王，对抗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这一切都使大选帝侯意识到，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外御入侵、内戡暴乱。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意识到，要建立强有力的专制国家政权，一支强大而听命于专制君主的武装力量是最基本的前提保证。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不久就以军事强国瑞典为榜样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支军队由职业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士兵组成，是德国的第一支常备军。弗里德里希·威廉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政策受到来自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的挑战。这些容克地主自恃在开拓勃兰登堡的过程中“创业”有功，桀骜不驯，在自己的庄园内集地主、军事首领、司法和警察等大权于一身，对选帝侯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没有他们的同意，大选帝侯不能从完全依附于容克地主的农民以及城市居民那里得到任何税收，而稳定的税收来源对于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是非常重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为此不得不通过对容克地主做出巨大让步，来换取容克地主对其建立和维持强大常备军的支持。根据1653年的邦议会协定，大选帝侯承认容克地主对农民的专有权（包括无限制地要求地租、劳役，对农民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等），以此获得他们同意选帝侯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捐税（军事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让步以及捍卫本邦不受分割的需要等，使容克们终于同意选帝侯建立并维持一支常备军。

这支常备军不仅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容克们面前有了真正君王的威严，而且也成为他对外讨价还价和实行扩张政策的工具。在1660～1665年波兰—瑞典战争期间和1672～1678年法国—荷兰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威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务实性的特点，数度改变其政策，一切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675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凭借其强大的常备军，不仅大败当时号称欧洲最优秀的瑞典军队，而且在丹麦等国的帮助下，将瑞典赶出了东波莫瑞，使整个欧洲一时为之震惊。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弗里德里希·威廉因此获得了“大选帝侯”的称号。

在对外扩张其实力的同时，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发展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经济，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他不仅鼓励发展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修建道路，开凿运河，实行统一的币制等。他还通过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外来移民和资金。勃兰登堡—普鲁士由落后的边陲之地很快变成了德国境内最发达的邦国之一。

进入18世纪，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日益受到欧洲列强的重视，在欧洲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以军事立国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统治奥地利的德意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以出租8000人的勃兰登堡军队为代价，换取德皇付给他1300万塔勒尔的补助以及承认他为“在普鲁士的国王”。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王宫举行加冕庆典，称“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从此，普鲁士开始了其国家历史的新纪元。出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德皇利奥波德一世根本就没有料到，这个处于德国边陲地区的“化外”之邦最后会将奥地利及哈布斯堡家族排挤出德国。

继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后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大大强化了普鲁士的军事国家色彩。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人口居欧洲大陆各国第13位，领土居第10位，军队却居第4位。弗里德里希一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为40000人，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达到83000人，国家收入的85%用于军队建设；而同期欧洲大陆霸主法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家收入的60%。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普鲁士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700～1721年北方战争（俄瑞两国间的战争）后期，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见瑞典露出败势，趁机加入以俄国为首的北方联盟，从瑞典手中抢到了奥得河左岸的西波莫瑞。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普鲁士王位后，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政策和措施，普鲁士由欧洲二等国家跃升为一流强国。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国内实行“开明专制”政策。作为封建专制君主，他不拘泥于封建的统治方式，而是无顾忌地采取发展近代工商业政策，以便增强王国的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他一方面将发展近代工商业视作国家的富强之路，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保护本邦手工工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农业方面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两方面的措施大大促进了普鲁士的发展，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力量。

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奉行军事立国政策。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来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使弗里德里希二世认识到：军事力量是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列强和进行对外扩张的最重要的资本。因此，他较之其先辈更加重视建设和发展军队。首先，他使普鲁士军队的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到1751年，普军人数已经达到20万，军事开支达到1300万塔勒尔，占普鲁士国家收入的4/5。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他不得不从境外“进口”士兵。到1780年为止，他每年要花费50万塔勒尔从国外招募6000人。其次，他对士兵采取从身体到精神的双管齐下的训练办法，一方面采用严酷的棍棒制，使士兵成为服从命令的“僵尸”；另一方面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向士兵灌输安贫、守贞、服从等思想，规定逃兵不得忏悔，不得吃圣餐，甚至不能进父母的家。结果，士兵都成了愿意为他们的国王和“祖国”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奴隶，普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在军事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著有《战争原理》等著作，提出了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这些战争理论对后来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对外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则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对外扩张。在德国境内，他开始挑战领有皇帝头衔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揭开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争霸德意志的序幕。

1740年，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其女玛丽亚·特莉萨根据1713年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承袭皇位。刚刚即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认为，这是夺取奥地利领土的绝好机会，遂违背先人遗训，要求奥地利割让西里西亚地区给普鲁士，作为承认玛丽亚·特莉萨继承皇位的条件。在奥地利拒绝这一要求后，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40年底出兵占领了西里西亚，在欧洲引发了以奥、英、俄为一方，法、普为另一方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年，双方签订《亚琛和约》。据此，玛丽亚·特莉萨的皇位继承权得到承认，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这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普鲁士由于得到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地区，人口增加一倍，经济实力骤然上升，从而为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国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在失去西里西亚后，不仅实力大减，而且其疆域内的德意志人口锐减，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等非德意志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德意志特性日渐消退，这使它在日后与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中陷于守势。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争。当时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三个都拥有2000万以上人口的奥、法、俄三国对付只有600万人口的普鲁士的格局，普鲁士一度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它最终顶住了三大强国的围攻，并迫使奥地利于1762年签订和约，确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地区的所有权。弗里德里希二世由于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而被尊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他因此而成了德国沙文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德国的象征。普鲁士通过这次战争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军事声誉和大国地位。

自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来，直到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普鲁士以其一系列军事成就向欧洲展示了它的崛起。同时，这一系列军事成就也使德国人对于军事力量的崇拜和迷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使普鲁士的一整套立国传统成为后来的德国统治者仿效的榜样，使日后的德国迈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 法国大革命与普鲁士国家改革

在原先偏于一隅的勃兰登堡崛起成为令整个欧洲侧目的普鲁士王国的同时，作为整体的德国却陷入了更加分崩离析的软弱状态。当西欧的英、法等国早已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之际，在德国的土地上却散落着300多个大小不等的独立诸侯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在政治上，各邦统治者满足于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在经济上，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落后生产关系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德国社会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给在中世纪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带来了新的生机。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强大影响力首先表现在法国革命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诱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大革命之初，包括康德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都积极响应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许多人甚至作为“自由的朝圣者”赶赴巴黎。但是，当1792年反法同盟与法国交战之后，特别是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德国屡败普奥联军并于1806年摧毁了存在800多年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时，德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了与法国大革命相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视法国大革命为帝国主义的征服行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尤以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不畏生命危险在柏林的14次演讲的影响最大，这对于唤起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功不可没。而在此阶段，浪漫主义文学也试图从中世纪德国民间文学中发掘德意志的辉煌，寻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由此，反抗外族占领的强烈民族意识开始在德国人心目中扎根。

其次，拿破仑战争对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因素以沉重打击，减轻了德国的分裂局面。法军所到之处，旧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原则得到确立。尤其重要的是，拿破仑在法国控制下的德国西部地区大力推行他的具有强大示范作用的《拿破仑法典》，该法典的施行对君主制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就德国而言，拿破仑战争的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是减轻了德国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首先是1801年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吕内维尔和约》使莱茵河西岸的97个德国小邦及其残余结束了它们的历史。接着，按照1803年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在法国操纵下通过的《全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的要求，又有112个小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45个帝国直辖市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的帝国直辖市地位被取消。所有这些地区都被并入普鲁士、奥地利，或被并入巴登、符腾堡等中等邦国。帝国境内的主权邦国数量减少到30个左右。此外，在1806年，先是拿破仑拼凑的“莱茵联盟”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然后是弗兰茨二世在拿破仑的胁迫下放弃了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由此，存在了近850年之久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终于画上了句号。

拿破仑对德国的统治有效地医治了德国的沉疴积疾。一方面，法国的占领促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觉悟，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建立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了19世纪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各邦的改革运动，促使其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变，开始了近现代化进程，从而奠定了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础”。其中尤以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影响最大。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出身帝国西部的骑士家庭，深受英国君主立宪政治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渴望在德国能够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坚定了他用新的法治原则改造国家的愿望。1807年6月，施泰因在《拿骚备忘录》中提出了日后改革普鲁士国家的方案，同年9月，普鲁士国王接受了拿破仑的建议，任命施泰因为首相，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改革。改革主要包括农业改革、城市自治和行政改革三方面的内容：（1）作为普鲁士改革运动的核心内容，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颁布《十月敕令》，允许贵族地主从事“市民职业”，即手工业和商业，同时允许农民和市民接受贵族的土地抵押。这一规定实际上废除了普鲁士按照出身划分等级的制度，从而转变为以财产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社会。第二，废除农奴制度。由此，君主等级制度开始受到削弱，贵族统治特权开始动摇，作为普鲁士社会基础的农奴制度开始瓦解。（2）在城市治理改革方面，国家只保留对各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其余权力归城市所有；通过秘密平等的选举选出城市代表，城市代表大会再选出代表全体市民的市参议员组成参议会，由此开启了现代社会城市管理体制。（3）在行政管理改革领域，普鲁士取消了陈旧的枢密制政府，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会议代替枢密院的最高行政和监察权力。国务会议下设外交、内政、战争、财政、司法等部，国务会议任命各省省长，相对枢密大臣而言，国务大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真正独立的责任制大臣。

尽管施泰因改革遭到了容克地主阶级的反对，且他本人也因受陷害而被解职，但普鲁士已经无法从他开创的改革事业后退，因为他倡导的改革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1810年7月，出生于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男爵出任普鲁士首相，继续推进施泰因的改革进程。作为一位务实型的政治改革家，哈登堡采用稳中求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相关改革目标，即在尽可能保障传统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普鲁士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过渡，减少改革的阻力。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农业改革，施泰因的农业改革政策遭到容克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对此，哈登堡政府于1811年9月颁布了《调整敕令》。一方面责成地主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农民必须通过赎买方式才能免去封建义务和封建地租，赎回其耕种的土地。以后又通过1816年的土地改革法令和1821年的《义务解除法》，解放农民的进程得以缓慢推进。其次是财政和工业方面的改革。1810年10月哈登堡政府先后颁布了《财政敕令》和《行业税敕令》，前者规定普遍征收所得税、土地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等；后者在施泰因《十月敕令》关于自由选择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营业自由的普遍性原则，这实际上意味着陈旧的行会法规和行会束缚的废除。

除了以上改革内容外，普鲁士政府还在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改革。军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博伊恩、克劳塞维茨等人。军事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个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组织上，将所有具有作战能力的男子按年龄编入常备军、预备役军、战时可参战的自卫队和保卫家乡的民兵；另外还创建了一套速成兵制度，使普鲁士军队的士兵数量迅速扩充。其次，实行军务改革，如废除对士兵的体罚，禁止鞭打和侮辱人格的惩罚；任用选拔军官不再看出身，而是根据所受的教育、才能和贡献。通过以上改革，普鲁士军事体制呈现出军队与国民紧密结合的趋势，从而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

威廉·冯·洪堡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改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根据受教育者的天赋安排教育内容，发展个性，培养社会责任感等；第二，加强世俗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排除教会对教育事业的干涉；第三，实行“教育服务于国民”的政策，推动教育的大众化；第四，在高等教育方面，打破大学为政府培训高级官员的传统任务，使大学转变为科学研究与传授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典型机构。

19世纪初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使普鲁士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速了普鲁士的现代化进程，为日后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

三 德意志的统一

经过普鲁士的改革，其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1813年10月，普鲁士、沙俄、奥地利和瑞典四国联军在莱比锡城郊大败法国军队，德意志各邦国摆脱了拿破仑一世的统治。1814年3月20日，四国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第一帝国覆灭。战争获胜后，1814～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新秩序。但德意志人想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希望并未实现，取代老帝国的是由34个邦和4个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邦联的唯一机构是设在法兰克福的议会，这只是一个使者大会，而且只有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强国意见一致时才能有所作为。邦联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一切争取统一和自由的努力。

这个时期德国大地上近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同这种反动政治倾向是格格不入的。随着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得以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工人运动开始缓慢萌芽和发展。虽然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欧洲范围内的革命风暴已势不可挡。1848年3月，在德意志邦联内所有国家都爆发了人民起义，惊慌失措的各国君主们被迫做出了不少让步。同年5月，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大会试图通过制定一部宪法而建立一个更具实质意义的帝国，但由于各派别的主张和利益的冲突，各方在“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之间僵持不下。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849年3月制定了一部新旧结合的民主宪法，“小德意志”方案得胜，即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并成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但最终由于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德意志皇帝的称号，宪法的实施无果而终，尽管5月爆发了以强制实施宪法为目的的人民起义，但都无济于事。就此，德国1848年革命归于失败，大多数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各邦国的宪法被重新修改，1850年重新恢复了德意志邦联，德国一盘散沙的状况未能得到改变。

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近代工商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德意志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棉纺织业、铁路建设、钢铁、煤炭等行业迅速增长。德国的棉纱产量在1835～1865年间由3700多吨增加到了37000多吨；同期铁路营运里程由6公里增加到了14690公里；钢与铁的产量分别由1840年的12万吨和19万吨增加到1870年的104万吨和139万吨；同期煤矿产量由318万吨增加到2640万吨。增长速度均超过了每10年翻一番。此外，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1846年，德国境内有机器制造厂417家，到1871年则增加到了1400家。在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器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1863年，德国的机器出口第一次超过进口，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

然而，国家的分裂状况已经成为阻碍德意志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1859年，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试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奥地利向德意志各邦特别是向普鲁士求助。普鲁士试图以武力支持来换取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霸主地位，但奥地利为了保住自己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宁愿向敌人割地求和，也不做出让步。在几经挫折以后，普鲁士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要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要发展军事，就必须扩大军事投入，增加财政支出。但这遭到普鲁士下议院中新兴工商业界议员的抵制，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加强掌握军队的容克阶级的力量，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仅拒绝为军事改革拨款，而且还要求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决定起用铁腕人物强行推行改革。1862年9月，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从此，他致力于德国的统一事业，并且由于其丰功伟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出身于普鲁士勃兰登堡容克世家的俾斯麦长期出任驻外代表和大使，这样的经历改变了他原先“德国统一是一种幻想”的保守思想，转而认为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无论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大邻国，都不愿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各邦国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而俄国和法国则将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在1862年9月30日的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即普鲁士必须以武力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为此，这位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为统一德意志，对内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军事力量做后盾开展外交，逐步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场王朝战争是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战争是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引起的。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多数是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的居民多数是丹麦人。两地的归属一直纠缠不清，不过，数百年来的多数时间都归丹麦统管。19世纪40年代末，丹麦正式将这两地划入其版图，引起了德意志各邦的强烈反对，最终在英、法、俄、普、奥、瑞典的干预下，于1852年签订了《伦敦议定书》，确认在保留荷尔斯泰因的传统特权的前提下，丹麦仍领有这两个公国。但是，1863年新继位的丹麦国王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批准新宪法，规定取消两公国的传统特权，由丹麦直接管辖，实际上是将其并入丹麦。德国舆论因此哗然，谴责丹麦违反古老法规，无视德意志主权。俾斯麦以此为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试图利用当时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启统一德国的序幕。经过周密策划，普鲁士联合奥地利于1864年2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控制了整个日德兰半岛。丹麦政府在向俄、英、法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求和，签订停战协定，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二场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1865年8月，普、奥签订了分享战利品的《加斯坦因专约》，规定：石—荷两公国为普奥共有，但分别管理，奥地利管理南面的荷尔斯泰因，普鲁士管理北面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首府基尔港的防务委托普军管理，鄂尔登堡则由普奥两国军队联防。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一结束，俾斯麦便在上述“普奥共管两公国”的规定上做文章，寻找对奥作战的机会，以便排除奥地利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阻挠。在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外交谋划之后，俾斯麦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对方接受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是不并入普鲁士。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决，俾斯麦抓住机会立即宣称奥地利此举破坏了普奥两国共管两公国的1865年《加斯坦因专约》，于是命令普军于6月7日开进奥地利管辖下的荷尔斯泰因，7月3日，普军在萨多瓦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军。最终奥地利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退出德意志邦联，普奥争雄的局面结束。1867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北德意志邦联，在德国的最终统一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866年的普奥战争虽然结束了普奥争雄的局面，并且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但仍未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由于法国的阻挠，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4个邦仍然滞留在北德意志邦联之外。俄国和英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该地区。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两国接受的时机。为此，俾斯麦在搞好德意志内部团结的同时，还制造外交陷阱，在国际上孤立法国。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废逃往法国，这是俾斯麦制造普法冲突的良机。他经过密谋和活动，促成西班牙政府同意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果然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因为如此一来霍亨索伦家族从东南两面包围了法国。经过俾斯麦的外交挑衅，法国政府在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正式爆发。普法战争爆发后，由于普鲁士客观上的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很快击败了法国。在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和10万法军成为普鲁士的阶下囚。战争中，南德4邦也站到了德意志爱国主义大旗下。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11月25日，南德4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自称“德意志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宣告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国统一大业最终完成。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德意志长达919年的分裂状态，从此，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崛起。

第三节 1871～1918年：德意志帝国

一 俾斯麦的内外政策

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因其出现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史称第二帝国。帝国包括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爵领地、7个侯爵领地、3个自由市和直辖地阿尔萨斯—洛林。1871年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了帝国宪法，确定德意志“缔结为一个永久的联邦”。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而军事、外交、海关、银行等都在帝国政府的权限之列。德国从政治上完成了真正的统一。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便以迅猛的势头步入近代强国的行列，19世纪70～80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经济起飞，到20世纪初便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国，而且是继美国之后成为令世人关注的后起帝国主义强国。这首先与俾斯麦政府的对内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俾斯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保护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措施，消除阻碍其发展的中世纪残余。新帝国政府建立后，便着手统一币值。1873年货币法的公布结束了银本位制，而代之以金本位制，帝国马克成为唯一支付手段，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德意志皇家银行。统一经济法规。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商业法、营业自由法、度量衡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等陆续颁布，使德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法制保证。统一铁路管理。德国统一后铁路发展迅速，但管理非常复杂和混乱，为此，帝国政府创立“帝国铁路局”，统一控制全德铁路的建设、装备和营运。国家还通过收购私人铁路股权扩大国有铁路的比重。保护关税。1879年帝国国会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关税改革提案，对粮食和工业品征收高额进口税；“谷物法”和保护关税法维护了容克地主和工业主的利益，极大地巩固了帝国政府的统治基础。

其次，进一步加强军事建设。由于与法国的敌对关系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俾斯麦政府更加感到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先后通过1874年帝国军事法、1880年的军事法补充条例和1887年的第三个7年期限法，使帝国军队人数从36.7万增加到46.8万，军费开支剧增。这三个军事法的执行，使政府的军事扩张政策不再受制于帝国国会，使德国军国主义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再次，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和斗争。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德国成了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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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发展壮大，1877年在帝国国会占有的席位已达12个，这引起了容克工商业阶级的恐惧。1878年5～6月德皇威廉一世连续遇刺，俾斯麦诿过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趁机镇压社会主义运动。10月，俾斯麦操纵的帝国国会通过了《反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非常法”无所不用其极，暴戾专制，白色恐怖笼罩全德国。各种针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禁令频出，工人阶级快速滑向贫困的深渊，社会主义工人党屡遭驱逐和监禁，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受到极大压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后来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的反思和不懈斗争以及广大工人群众的紧密团结和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非常法”于1890年9月被迫废除。俾斯麦的白色恐怖政策给德国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也使德国的工人运动遭受了重大损失。

俾斯麦政府在推行高压恐怖统治的同时，也为了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缓和阶级矛盾，又提出了“甜面包”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立法，以消除社会混乱现象。先后于1883年公布了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了事故保险法，1889年公布了老人与残疾者保险法。俾斯麦的这些社会立法促进了新兴工商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在外交上一直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即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第二，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大国同盟体系：其中包括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这一体系不仅是建立了以德国为核心的霸权体系，而且是在构建控制法国的外部环境。在该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俄接近而使德国两面受敌；另一方面则支持奥匈帝国，以防止法俄可能的联合给德国带来威胁，并遏止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第三，在殖民地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一心一意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孤立法国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基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对法国的掠夺所造成的法德对立格局。俾斯麦孤立法国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该同盟形成于1873年，虽然性质含糊，但俾斯麦防止奥匈帝国和俄国援助法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虽然由于1875年法德战争危机而使三皇同盟面临崩溃，但随后的东方巴尔干问题让三国重新走到了一起，于1881年在柏林缔结了新的三皇同盟条约。这一同盟条约将俄国紧紧地拴在了体系之中，条约规定一旦德法发生战争，俄国保持中立。然后，俾斯麦利用法国和意大利在争夺突尼斯问题上的矛盾，于1882年拉着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结盟。德国借此进一步孤立了法国，同时也牵制了奥匈帝国和俄国。随后，俾斯麦又怂恿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接近，以牵制俄国向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扩张。1883年10月，德奥罗三国订立同盟条约。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同盟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由于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十分脆弱，但俾斯麦却利用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家关系，成功地孤立了法国，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为统一后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俾斯麦由于担心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与老牌殖民强国英国发生矛盾，可能使后者与法国联合对付德国，因此他在海外殖民扩张上一直很谨慎。但当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有利于进行殖民扩张时，俾斯麦的德国政府便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在1882年在西南非洲购买了第一块土地，纳入德国“保护”之下，随后又于1884年在西非将多哥和喀麦隆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同年还在东非攫取“保护”权利。与此同时，德国还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及新不列颠岛等地获得了宗主权。至此，德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帝国。

二 威廉二世的内外政策

1888年3月，威廉一世逝世，随后太子威廉二世出任帝国皇帝。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反映着经济正在膨胀的大工业家、大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内政外交上与保守的俾斯麦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经过双方两年的明争暗斗，1890年3月俾斯麦黯然下台，结束了他20年的主政生涯，德国历史也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德意志帝国于19世纪9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90年代后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成为中欧的工业强国，它以迅猛的发展势头赶超英法等老牌强国。这样快速的发展势头与威廉二世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不无关系。

首先，在内政方面，威廉二世的政策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加速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帝国政府就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以排除外来商品的竞争，帮助本国工业资本控制国内市场，以及诸如军事订货、出口补贴和垄断立法等措施发展和加强垄断组织。工业资本的集中引发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出现了一些控制金融信贷的银行巨头，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国家银行等。这样，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资本同时高度集中，二者紧密结合，支配着全国的经济。其二，在统治力量的组成上，实现了容克地主与新兴工商业阶层的结合，促进了二者利益的结合，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德意志帝国的容克地主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封建色彩依然浓厚。德皇威廉二世一方面支持垄断利益集团购置地产，谋取爵位，挤进贵族行列，以便获得垄断利益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依靠容克地主的强力支持，保证对工人的超经济剥削，保护国内商品的高价出售，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三，在社会政策上实行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双重政策。威廉二世刚上台时为了稳住统治宝座，奉行“缓和政策”，在罢工浪潮迭起的工人运动面前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先后于1890年5月和次年5月对工商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以图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但工人斗争并未因这些微小的改革而停息，威廉二世意识到仅用缓和政策不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化解，必须加上强硬手段，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继续实行俾斯麦的暴虐统治，通过了“防止颠覆法案”，强化镇压机器，矛头直指社会民主党和普通民众，实行警察统治。与此同时，威廉二世政府也在90年代末期实行怀柔政策，对社会民主党进行软化，让其继续获得合法的“参政”机会，同时对工人也尽量使其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其次，在对外政策方面，威廉二世实行其争雄世界的“世界政策”。俾斯麦下台之初，威廉二世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基本上延续了俾斯麦的方针，将着眼点放在巩固帝国在欧洲的地位上。但随着帝国力量的膨胀，威廉二世便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首先表现在对俄国和英国的立场上，认为俄法同盟的威胁是现实而紧迫的，因此德国必须做好准备对付来自东西两线的作战。于是威廉二世开始有意识地拉开俄德关系的距离，最终促使俄法于1893年签订两国军事条约，使德国东西两面的安全环境严重恶化。而为了准备两线作战，德国试图拉拢英国与其建立另一个力量上更甚的大国集团，但最终由于德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对殖民地扩张的强烈欲望致使英德合作并未取得成功。这样，围绕着是固守欧陆还是争夺海外殖民地这一根本方针，在德国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矛盾。最终，威廉二世起用心腹，加强了自身的权力，急欲在世界已被列强基本瓜分完的时候参与殖民角逐，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由此，德意志帝国实现了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的根本转变。1897年德国远东舰队采取军事行动侵占中国山东的胶州湾并最终迫使中国清政府租借这一地区，攫取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这是德国向旨在“争夺阳光下地盘”的世界政策迈出的第一个实际步骤。进入20世纪初，世界列强加紧在亚非等地抢占殖民地。德国通过和英法的争夺，仅获得了西非的两条狭长的沼泽地带，而未能实现其从法国手中抢占突尼斯的企图。与此同时，与英国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英国一心保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而新兴的德国则力图抢占英国“世界工场”的地盘。双方为此竭力扩展军事实力，加紧扩军备战，在海军的发展上都想限制对手，膨胀自己，毫不相让，限制海军谈判无果而终。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以各自为中心，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而两大集团的矛盾也日趋白热化。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意志帝国的覆亡

在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就已经在位于欧洲和亚洲交汇处的巴尔干半岛上进行角逐，谋求各自的最大利益。然后在1912年和1913年连续发生两次巴尔干战争后，最终在该地区形成了由协约国和同盟国操纵的两大集团，巴尔干半岛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两大集团的矛盾在继续酝酿，巴尔干半岛成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

1914年6月28日，意欲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的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为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特意选择塞尔维亚“哀悼日”这一天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检阅军队，斐迪南大公和夫人被塞尔维亚支持的波斯尼亚青年普林西刺杀。对这一事件是否采取强硬措施，奥匈帝国迟疑不决，向其盟国德国征询意见。德国决意借此机会向支持塞尔维亚的俄国发起挑战。于是，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怂恿和催促下于7月28日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进行战争动员，德国也开始调动军队。8月初，德国先后向俄、法宣战；随后英、法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意大利、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集团；保加利亚、土耳其则加入同盟国一方；一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战争开始以后，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很快形成了三条主要战线：西线从北海向南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由德国对英、法作战；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到罗马尼亚，由德、奥匈对俄国作战；南线沿多瑙河到萨瓦河展开，由奥匈对塞尔维亚作战，1915年以后意大利也加入了南线对奥匈的战争。

1914年的战争进程是以史里芬计划的破产为特征的。战争开始以后，德军按照事先制定的史里芬计划，集结150万大军进攻法国。德军在法国边境地区发动一系列战役，遭到重创的法军被迫后撤，并重新部署军事力量。9月，英法联军进行反攻，双方集结约200万兵力会战于马恩河。在英法联军的顽强反击下，德军进攻受挫，占领巴黎的计划没能实现，速决战破产。与此同时，俄军在东线发动了对德军的进攻，起初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德军一度后撤，此后德军从西线调兵东援。8月下旬，德军集中优势兵力击败俄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将俄军赶出德国，并进入俄属波兰作战。东线作战虽以俄军失败告终，但实现了牵制德军的目的。

1915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西线，英法联军虽然挫伤了德军的锐气，但无法在短期内打败德军。这一年双方在西线战场的损失都很惨重，英法军队死伤150多万人，德军损失60多万人。由于西线进入僵持阶段，德军决定改变史里芬计划，首先在东线决战。从1915年2月开始，德军陆续发动了对俄军的进攻，到9月时，德、奥匈两国在东线囤积107个师，约占德奥集团总兵力一半以上。德、奥匈军队占领大片地区，俄军溃不成军。9月底，德军攻势停顿下来，双方在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上游一线转入阵地战。

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关键性的一年，也是战局发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德军将其重心重新放回西线，以期尽快结束战争。德军首先选择了作为巴黎门户和法军整个战线支撑点的凡尔登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从1916年2月开始的10个月里，德军先后投入46个师；法军则调动了66个师全力死守，挡住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使德军未能攻克凡尔登。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进攻的顶峰，此战不胜，从此战争形势对同盟国日益不利。在凡尔登战役期间，法英两国为了牵制德军，决定发动索姆河战役，由英军担任主攻。这次战役从7月持续到到11月，英军在战役中首次使用了坦克，给在战壕中防守的德军以巨大威胁；但德军很快就发明了反坦克炮。索姆河战役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凡尔登战役，在7～11月的5个月中，英军损失40万人，法军损失20万人，德军损失50万人。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取得巨大战果，但牵制了德军，使其放松了对凡尔登的攻势。这两次战役后，双方再次进入阵地战。这时的形势对协约国日益有利，在巨大的战争消耗面前，协约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凸显出来。他们的军事装备开始赶上同盟国，在军力上已经大大超过同盟国，1916年，协约国军力达425个师，同盟国只有331个师。

除了陆上战役外，1916年还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日德兰海战。是年5月31日，德军为了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的公海舰队与英国本土舰队在北海的日德兰半岛附近展开激战。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德军损失战舰11艘，死伤3000余人；英军损失战舰14艘，死伤及被俘6700多人。虽然英方损失战舰吨位比德国多一倍，但由于英国海军实力雄厚，德国打破英国海上封锁的目的没有达到，更没有动摇英国的海上霸权。

1917年的战事以限制潜艇战和美国参战为特征。到1916年底，交战双方呈现势均力敌的状态，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此情形下，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为了转移国内的反战压力，首先展开和平攻势，于1916年底提出和谈建议。但由于和平分赃条件无法谈妥，双方从1917年开始将较量的重点转向军事攻势。战事开始以后，德国就积极进行潜艇战，以便打击英国的海上优势。但由于害怕引起美国参战，德军并未放开手脚打击英国舰船。1917年1月以后，德国军方决定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凡是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一切船只，均成为德国潜艇攻击的对象，以期迫使英国在6个月以后投降。但是，协约国很快开展了反潜战术，结果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未能迫使英国求和，反而给了美国以参战的借口。美国在战争开始时，不仅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积极向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洲扩张，而且积极与协约国进行军火交易，输送战争物资和提供贷款。这种经济联系使美国更加关心协约国的命运，担心协约国的失败会使美国丧失实际利益。因此，美国借口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袭击美国商船，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接着，中国、巴西、加拿大等国也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这使整个军事形势向协约国一方倾斜，从而形成了协约国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宣布退出战争；各交战国也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反战运动。此时，德国利用东线停战之机，在西线集结了205个师、16000门大炮和3000架飞机，在1918年3～7月间对协约国发动了5次进攻，企图趁美军到达欧洲战场之前彻底击溃英法军队，结束战争，但是遭到协约国的顽强阻击，没有得逞。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人民起义和暴动的打击，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等同盟国在9月末到11月初先后宣布投降。

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德国政府在胜利无望的形势下，于1918年10月4日接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但是德国最高统帅仍企图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冒险，命令海军出击，但遭到水兵们的拒绝。11月，德国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仓皇逃亡荷兰，德意志帝国存在了48年后寿终正寝。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中央党政治家埃茨贝格在德法边境的贡比涅签订了停战协定，德国正式投降。长达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四节 1919～1933年：魏玛共和国

一 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遭受惨重损失。战争进行到1917年时，国内反战罢工运动兴起。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斗志，1918年1月波及全德的政治罢工人数超过百万，成为十一月革命的前奏。当年9、10月间，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担任宰相，组成了议会制政府，试图向协约国求和。但帝国海军却让威廉港的8万名水兵冒险与英国海军决战，水兵拒绝出海送死，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这激起了水兵们的反抗，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邻近的基尔港的水兵也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游行队伍与政府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次日，整个基尔市处在起义者的掌握之中，起义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德国。

11月9日，柏林爆发起义，起义者迅速控制了整个柏林，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德意志帝国就此瓦解。随后，成立了一个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艾伯特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由于其组成人员复杂，尤其是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斯巴达克同盟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了这个右翼政府的心腹大患。艾伯特政府急欲建立由其控制的国家政权，结束新生的苏维埃制度，在其控制下，于12月的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次年1月进行国民议会选举。此后的形势愈益对广大革命群众不利。斯巴达克同盟改组为德国共产党，提出了通过暴力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纲领。这引起了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不安。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致使柏林工人在1919年1月举行示威游行。由于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无力，柏林工人的革命行动被镇压，很多起义者惨遭杀戮，共产党领导人也被杀害。此后，虽然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最终也被镇压，这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柏林一月起义失败后，艾伯特政府于1919年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2月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组成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等参加的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新宪法，史称魏玛宪法。该宪法规定德国为联邦制共和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民主制；还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规定。魏玛宪法吸收了欧美各国宪法的民主精华，确立了民主、自由原则，并赋予了公民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是德国历史上一部比较完备、比较民主的宪法，是德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局限性。

二 早期危机与国内斗争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政见根本对立的形势下，共和国刚一开国就危机四伏。左派指责社民党因阻止革命而出卖工人利益；右派极端分子则反对民主制度，坚持要令德国恢复昔日之帝制。而且，尤其包括军方势力的右派为了破坏共和，更声称社民党出卖了德国，令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1920年3月13日，军方的自由军团发动卡普政变，占领了首都柏林并推举右翼记者沃尔夫冈·卡普为总理。魏玛政府撤退到斯图加特，并呼吁展开大罢工。大罢工使经济陷于停顿，以致卡普政府在短短四天之后宣告崩溃。大罢工同时也触发了在鲁尔区发生工人起义，5万人组成的“红军”企图控制该区。在没有政府的命令之下，正规军与自由军团再度镇压工人起义。1921年3月，在萨克森与汉堡发生的类似事件也被镇压。

1923年，魏玛共和国政府表示无力承担《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战争赔款，拖欠赔款。于是，在1月11日，法国与比利时两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控制这个德国最富饶的工业重镇，并控制了当地的矿井与制造业公司。德国政府鼓励工人以罢工还击，并没有主动解决危机。罢工持续了8个月，最后只是令经济更衰落、进口货物更昂贵。

政府负责资助罢工工人，因此它需要印制更多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8月，马克与美元的汇率暴跌，在11月20日美元与马克的比价更是跌至4.2万亿元（即4.2兆元）。12月1日，政府推出地产抵押马克，以每1新马克兑换1兆旧马克。最后，由于德国继续支付战争赔款，使鲁尔区重归德国。

1923年，右派再度威胁共和政府的统治。希特勒试图利用共和国的危机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史称“啤酒馆暴动”。1920年2月，在一年前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改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希特勒在1921年7月29日从该党领导委员会第七名委员晋升为党魁。1921年11月，作为希特勒的私人军队的冲锋队成立。1923年11月8日，3000名战斗联盟成员在与埃里希·鲁登道夫协议后，与右翼政客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在慕尼黑一所啤酒馆召开会议。虽然卡尔突然表示不支持他们，但希特勒打断卡尔的演讲，并坚持要发动政变。鲁登道夫与希特勒宣布成立新政府，并计划在翌日占领该城市，但最后失败。希特勒与3000名战斗联盟成员被捕。希特勒被判监禁5年，但最后只是坐了9个月牢。此后，希特勒决定以合法途径登上权力宝座。

三 施特雷泽曼的黄金时代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1923年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后来又曾改任外长。在他当政期间，由于起义减少、经济复苏，所以共和国能够休养生息。

施特雷泽曼上台后首先推出地产抵押马克，用以减轻恶性通货膨胀对德国社会与经济的破坏。他拒绝发行更多货币，使通货膨胀问题迎刃而解。他为了振兴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开支、简化官僚并增加赋税。魏玛政府还接受了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减少了德国的战争赔款。

另外，1922年德国与苏俄签署《拉帕洛条约》，恢复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1925年，施特雷泽曼与协约国签署了《洛迦诺公约》，恢复并提高了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后来，德国借着确认其西部边界的机会又成功与邻国重新修好。这样，在施特雷泽曼的努力下，德国在1926年正式加入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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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作为第六个常任会员国，取得了与美、英、法平等的地位，动摇了《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为德国的重新崛起铺平了道路。

20年代初期的德国只是表面繁荣。经济之所以复苏，主要靠外国贷款，从而国债大增，并使贸易额整体下跌、失业率上升。施特雷泽曼的改革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未能真正使民主制度在德国扎根。德国虽然在诸多方面略有进步，但施特雷泽曼仍然被他的政敌指责为采取“屈从政策”，是为了支付《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随着施特雷泽曼在1929年病逝，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四 共和国的衰颓与希特勒的崛起

1925年3、4月间，魏玛共和国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经过两轮选举，右翼候选人保罗·冯·兴登堡当选。兴登堡是前帝国陆军元帅，同情右翼保守势力，因此他的当选削弱了共和国的民主力量，反动势力开始复活。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德国政治比以前更加不稳定，几任总理主持的政府实际上都是由总统兴登堡选出来的独裁政权，共和政权趋向保守。

在1930年9月14日的议会大选中，纳粹党夺得18.3%的选票，为1928年参选所得票数的5倍。在往后的两年之内，布吕宁政府试图在没有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借用总统的紧急法案推行变革，但其大幅减少政府开支、增加赋税的政策并不受欢迎。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在失去总统兴登堡的支持后下台。5个星期后，在布吕宁的支持下，兴登堡再度当选总统，压倒另一位候选人希特勒。由于德国社会经济状况恶化，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这些失业者和工人、农民与中产阶层人士都希望推行激进的社会变革。于是，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议会大选中，打着激进旗号的纳粹党迅速蹿升为议会第一大党，只是由于其未能取得大多数议会席位而没能独掌大权，但最终由于议会内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兴登堡被迫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新一任德国总理。2月初，当希特勒的任期刚刚开始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开始镇压异己，左翼政党被禁止参加任何会议，就连温和派人士也遭到恐吓与袭击。这样，希特勒纳粹统治由此开始；魏玛共和国走过14年的历程后就此告终。

第五节 1933～1945年：纳粹时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 纳粹体制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建立

1932年11月6日，在魏玛共和国举行的最后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比在1932年7月31日的大选中少了200万张；而共产党人则增加了60万张选票，获得议会席位高达100个。共产党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内战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正好被希特勒利用来在选民中、特别是保守的执政人士中煽动反共、反民主的情绪。于是，执政的保守派向兴登堡总统说情，才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

希特勒一上台，就处心积虑地逐步建立纳粹独裁统治。他全面拉拢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家；还通过所谓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逐步取消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2月27日纳粹分子精心策划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冲锋队通过戈林官邸潜入国会，用汽油焚烧了国会大厦，然后嫁祸于共产党人，一口咬定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于是希特勒政府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查封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封闭德共办事处。不久，取缔了除纳粹党以外的其他一切政党，工会被取缔，公民的基本权利实际上被剥夺，新闻自由被取消。用无情的恐怖手段镇压异己，成千上万的人不经法律程序被关进了匆匆建立起来的集中营。议会的各级委员会不是被取消，就是被夺权。1934年兴登堡逝世，希特勒颁布《国家元首法》，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而且，他作为最高统帅还完全掌握了以前还有某种独立性的国防军。至此，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正式确立。

在魏玛共和国短短的十几年里，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解还没有在多数德国人心中深深扎根。首先是由于长期内乱，政党之间的斗争直至流血巷战不断；再者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大量失业等现象，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希特勒却通过各种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充军备的计划使经济快速复苏，并且迅速减少了失业。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也有利于希特了实施上述计划。

与此同时，几项大的外交成就也加强了希特勒的地位。他在外交领域和在内政方面一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1935年他违背《凡尔赛和约》，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他让军队进驻自从1919年以来就实行非军事化的莱茵区。1938年他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区及其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英国和法国对所有这一切都采取了容忍态度，对希特勒的军事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希特勒轻易得手蒙蔽了很多德国人，使他们看不清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本质。

在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当局立即实行排犹计划。犹太人的人权和公民权被剥夺。希特勒党卫军在1938年的大屠杀中，一次就残杀了数百名犹太居民，几千犹太人遭到虐待并被关进了集中营，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堂和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住宅、商店被捣毁。在后来短短的几年中，被杀害的犹太人估计总数有600万之多。

希特勒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同样也迫使成千上万的非犹太德国人和被占领国人民离开祖国；许多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被迫流亡国外，给德国的科学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纳粹德国的初战得手

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在吞并奥地利和捷克部分地区后，便把对外扩张目标转向波兰等东欧国家，因为控制了东欧地区，不仅可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还可以获得日后东进的战略基地，同时可获得粮食、煤炭和石油等战略物资。希特勒在武力恐吓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实施其策划已久的“白色行动计划”，用武力征服波兰。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以波兰军队袭击德波边境的德国电台为借口，以57个师合计约150万人、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和6000门火炮，从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对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波兰陆军、空军很快失去抵抗能力，甚至被摧毁。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27日德军攻陷华沙，波兰停止抵抗。在德国入侵波兰的过程中，英、法虽然对德宣战，但实际上“宣而不战”，双方在法德边境集结大量兵力相互对峙，而不进行真正的战斗。1940年5月德军大举进攻法国。实际上，希特勒原计划攻占波兰后立即进攻法国，但由于德军在德波战争后需要休整等原因，进攻日期一再延期。最终由于英、法在1939年的战略意图被希特勒识破，于是德国改变计划，先进攻丹麦和挪威。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装甲部队进攻丹麦，4小时后丹麦政府宣布投降。与此同时，德军伞兵部队和登陆部队进攻挪威，挪威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英法两国也派兵援助，直到6月10日，德军才占领挪威全境。

1940年5月10日，德军发动了入侵西欧的战事，先是德军战机轰炸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机场，然后由空降兵和装甲部队进行地面进攻。5月15日，荷兰投降。5月28日，比利时投降。在德军进攻荷兰和比利时的同时，德军主力绕过马其诺防线，于5月12日越过法国边界，并以每天20～40公里的速度向英吉利海峡推进，采用分割合围方式快速推进战线，于6月5日攻占巴黎。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

法国沦陷后，纳粹德国利用英国孤立无援的境地，发起“和平攻势”，以迫使英国屈服。丘吉尔在执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下台后出任英国首相，他看穿了希特勒的阴谋诡计，拒绝和谈。希特勒于是决定进攻英国。为了确保登陆英国的“海狮计划”成功，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首先对英国发动空中打击，以夺取制空权，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从1940年7月中旬到9月底，德国空军出动数千架飞机对英国的港口、机场、海军基地等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但是，英国军民并未就此投降，反倒是纳粹空军为此损失了1733架飞机、6000名飞行员，对英空战以失败告终。

在进攻英国受挫后，希特勒搁置了入侵英国的计划，准备转向东面侵略苏联。在进攻苏联之前，德国先是力图控制巴尔干半岛，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在德国的威逼利诱下，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先后加入法西斯集团，充当纳粹德国侵略的帮凶。1941年4月6日，对于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两个不肯轻易就范的国家，德国伙同意大利进行突然袭击，不到半个月，便迫使这两国投降。到6月初，德国完全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接着，希特勒决定实施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德军出动了190个师550万人的兵力，配备有3500辆坦克、5000多架飞机，分北、中、南三路从芬兰到高加索发起全线进攻，企图以“闪电战”在3个月内征服苏联。战争初期，苏联由于军队准备不足、军事部署不当，陷入被动局面，损失惨重，致使德军长驱直入，18天就深入苏联境内600公里。

1941年初，希特勒还派遣隆美尔带领德军援助在北非与英军交战的意大利军队。隆美尔所率德军抵达北非后，趁英军主力调往希腊之际，突然发动进攻，3月中攻陷了利比亚北部重要港口，随后，隆美尔继续发动攻势。5、6月间英军溃败，退回埃及境内。

从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开始，德国法西斯利用一连串的突然袭击，占领了东至伏尔加河、西到英吉利海峡、北起北冰洋、南至地中海和北非的广大地区，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纳粹的铁蹄之下。

三 同盟国反攻和纳粹政权的崩溃

苏德战争开始后，德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一举攻到莫斯科城下，但德军始终未能攻占莫斯科。1942年1月起，苏军发起反攻，经过3个月鏖战将德军击退。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损失50万人，首次遭到重大挫折，希特勒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计划。1942年夏，德军集结重兵于苏德战场南翼，向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实施重点进攻。7月17日战斗打响，德军共投入71个师，经过激战，9月12日苏军外围防御地带丧失殆尽，退守市区。从11月开始，苏军调动强大兵力开始反攻，包围德军22个师33万人。1943年2月，苏军全歼被围德军。整个会战，德军损失累计达150万人、3000架飞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德军遭到战争以来的最大失败，从此失去战略主动权。希特勒不甘心失败，令德军于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再次发起进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坦克兵团会战，经过50天激战，德军再次损失50万人、1500辆坦克、3500架飞机。德军从此彻底丧失战略进攻能力，转入全线防御。苏军则发起连续突击，逐步向西推进，围歼德军有生力量。仅仅在1944年一年中，苏军先后发动了10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消灭德军138个师，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全部苏联国土，迫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等德国的仆从国退出战争，将战线推进到德国边境。

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成立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三国还裹挟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加入轴心国联盟，法西斯的势力达到顶点。然而，就在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将美国及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卷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不断壮大。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英军于1942年10月发动阿拉曼战役，打败隆美尔率领的德军非洲军团，迫使德军退出突尼斯。同年11月8日，美英盟军又在西北非登陆，占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逼突尼斯。希特勒命令德意联军坚守北非，但无济于事，1943年5月13日，25万德意联军全部向盟军投降。盟军肃清北非德意联军后，于1943年7月10日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7月25日意大利国王罢免墨索里尼，任命巴多里奥为首相。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即令驻意德军包围罗马，解除意军武装，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地区，迫使巴多里奥政府退入意大利南部盟军占领区。同时，希特勒派遣突击队解救被意大利新政府监禁的墨索里尼至德国，企图扶持他重新建立“法西斯共和党”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以维持其法西斯同盟。

在西线，美英战略空军从1943年起对德国展开了战略轰炸，通过轰炸其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大大削弱了德国的战争经济体制，瓦解了德国的民心和军队的士气。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开辟了盟军对德作战的欧洲第二战场。盟军随后还在法国南部发起登陆战役，9月中旬两支盟军会师后快速推进，11月底直逼德国本土。这让希特勒感到十分恐慌，他决定孤注一掷，试图在盟军防守相对薄弱的阿登山区发起反扑，将盟军赶下海。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反攻战使纳粹德国输掉了最后一点老底。至1945年5月，盟军相继解放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挪威、丹麦、意大利，德军退守法德边境一线。与此同时，苏军在东欧战场发起进攻，协同东欧国家的军民先后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即现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各地爆发了各阶层民众的反战运动，希特勒法西斯在政治上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为了维持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希特勒长期以来对德国民众进行欺骗性宣传；但是随着战争进程对德国越来越不利，德军伤亡惨重，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使得人们日益痛恨战争发动者的独裁统治，民众的反法西斯情绪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分化，相互间的矛盾尖锐化，并多次酝酿暗杀希特勒。1944年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达到高潮，军官团在大本营安装了定时炸弹，但希特勒逃过一劫，受了轻伤。

1945年1月，就在实施阿登突击的德军溃败之际，苏军在东线对德军提前发动强大攻势，以增援西线盟军的反击行动。同年2～3月，西线盟军开始强渡莱茵河，东西两线的苏军和英美盟军向德军发起了最后的一击，4月25日东西两线盟军在易北河畔会师。希特勒眼见大势已去，亲自指挥的柏林战役已无力回天，便于4月30日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开枪自杀。5月8日，希特勒自杀前委任的最高统帅邓尼茨代表德国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正式结束。

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曾经自诩为“千年帝国”的希特勒第三帝国在存在短短的12年后就此覆灭，结束了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统治。

第六节 1945～1990年：从占领、分裂到统一

一 盟军对德国的占领与德国的分裂

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占领。苏联占领德国东部地区，英国占领南部地区，美国占领西北部地区，法国占领西部地区，首都柏林也被四国分区占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是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一切决议必须在四国军事长官一致同意下方能做出。

战后初期，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采取了一些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解除了德国武装；为了根除普鲁士这一屡次充当德国侵略者向东扩张进攻的基地，由苏联和波兰瓜分东普鲁士；取缔了纳粹党团组织；拆除了德国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款；分散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逮捕和审判了一些纳粹战犯，等等。但是由于各国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盟国迟迟未能缔结对德和约。随着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实施，德国最终被苏、美、英、法四大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

1946～1947年，德国西部各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1947年1月1日，美、英成立联合占领区，1948年6月，法国加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同时开始在西占区实施币制改革。在西占区各个州议会选举的基础上，1948年9月，在波恩召开了由西占区各州议会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1949年5月8日，制宪委员会以52票对12票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又称《波恩宪法》）。5月23日，《基本法》生效。8月14日，选举了第一届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与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组成联合政府。9月15日，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出任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9月20日联邦政府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

在德国东部，为了抗议西方国家公开分裂德国和正式结成反苏联盟，1948年3月20日，苏联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同时，针对美、英、法等国在西占区的币制改革，苏联在东占区发行了新马克。从4月开始，苏联开始逐步实行西占区同柏林之间的交通限制，6月24日苏联占领军封锁了全部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并停止一切能源供应。西方国家也因此中断了对苏占区的煤炭和钢铁供应，为冲破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西方国家建立了“空中走廊”。双方直到1949年5月才达成解除封锁的协议，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苏占区于194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于同年3月经德国人民委员会（1948年3月成立）通过的宪法草案。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宣告以“临时人民议院”的名义行使最高立法机关的职权，临时人民议院决定在当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10月11日，奥托·格罗提渥当选为民主德国政府第一任总理，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的威廉·皮克当选为民主德国首任总统。

至此，在德国土地上出现了东、西两个德意志国家，两个德国政府均将自己视为代表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从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帝国至此78年，德国再次分裂。

二 冷战时期两个德国的发展概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西方性质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拥有行政权。联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机构，总理拥有最高行政实权。

1949～1966年，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为首的联盟党前后执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联邦德国在倡导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尤其是在“铁腕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强力领导下，联邦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超过美、英、法，仅次于日本。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30亿马克，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在外交政策上，联盟党奉行亲美政策，主张重新统一德国，强调加强北约及联邦德国的军备，重视德法联盟，主张欧洲联合，在冷战的背景下，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即除苏联外，不同任何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建交。1954年，联邦德国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联邦德国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同时加入北约，但美、英、法在联邦德国仍拥有驻军权。此外，联邦德国还积极与法国一起推动欧洲联合，1951年联合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为欧洲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阿登纳执政期间，凭借《基本法》赋予联邦总理的广泛权力，运用本人的铁腕手段，使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福利制度初见成效，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1962年，参与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因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专横跋扈而退出政府，从而使阿登纳政府出现危机，1963年10月，阿登纳辞职，由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1966年，联邦德国爆发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艾哈德政府无力克服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困难；而自由民主党又因反对艾哈德以增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同时，自1961年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日渐上升。于是，1966年12月，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结束了联盟党长期垄断联邦德国政坛的局面。

基辛格上任后成功地调整了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形势大为改善，但未能完全满足广大社会阶层对扩大福利的期望。在196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获得48.5%的选票，以微弱多数获胜，组成了“小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二战后社会民主党第一次成为主要执政党。勃兰特政府对内实行改革，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完善了社会福利立法，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范围，增加了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在1972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再次获胜，但由于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纪尧姆被揭露为民主德国的间谍，勃兰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由时任财政部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联邦总理。施密特继续推行勃兰特的路线，克服了间谍案和勃兰特辞职引起的危机，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持了经济稳步发展，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20世纪80年代初，联邦德国经济再次出现问题，加上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尖锐化和公开化，施密特政府于1982年10月在联盟党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中下台。

施密特下台后，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理，组成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中间派联合政府”。科尔政府在内政上坚决同失业作斗争，争取扭转联邦德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局面。在对外政策上继续忠于西方阵营，加强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继续为实现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缓和、对话和合作而努力，继续发展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关系；在欧洲政策目标上仍然致力于欧洲政治上的联合；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接着，在1983年和1987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都是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获胜，继续执政。

民主德国是在苏联扶持并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议院，实行的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主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人民议院和根据宪法成立的“州联议院”选举民主德国总统。第一任总统是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威廉·皮克。1960年9月皮克去世后，人民议院通过决议，决定实行集体领导，成立“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担任首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61年8月13日，乌布利希下令修建柏林墙，致使德国分裂状况进一步恶化。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苏关系缓和，乌布利希与苏联政府在对西方政策、特别是在西柏林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加之国内经济发展停滞，于1971年5月，乌布利希被迫下台，埃里希·昂纳克上台，开始了昂纳克的执政时代。

三 德国重新统一

民主德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内仅有的资源很快被粗放式生产和经营几乎耗尽，而长期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执政当局一再宣传的经济发展目标总是落空。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接受的西方贷款越来越多，债台高筑，而广大民众的生活一直得不到提高，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强烈。加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东欧国家的影响以及西方政治势力对东欧的演变与煽动，民主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民主德国大批居民通过匈牙利或匈、奥边界出逃到联邦德国，极大地冲击着民主德国的政治局势。为了防止民众西逃，昂纳克下令于10月3日关闭了与捷克的边境，这不仅使民主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而且引发了国内大规模示威游行。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克伦茨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但他也难以控制反对派的示威游行和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11月8日，民主德国政府集体辞职。11月9日晚，鉴于大量民众涌往柏林墙，民主德国政府决定开放柏林墙。

柏林墙开放后，民主德国的形势更加动荡，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涌向联邦德国和西柏林。11月17日，组成了以莫德罗为首的联合政府。莫德罗提出了改革民主德国的一系列建议，并要求与联邦德国建立“条约共同体”。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意识到这是统一德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在莫德罗建议的“条约共同体”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把两德统一提上了议事日程。12月19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双方总理就建立“条约共同体”举行了会谈。1990年1月底，民主德国各派举行“圆桌会议”商定于3月18日举行“自由选举”。这时，美、英、法迅速调整了对德国统一的态度，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不再反对德国统一，这些无疑加快了德国统一的步伐。1990年2月，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举行的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外长会议上，美国提出了解决德国问题的“2+4”方案，即由两个德国外长谈判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由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同两个德国外长谈判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经过四轮“2＋4”会谈，六国最终于1990年9月12日就“2+4”方案达成一致，并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美、苏、英、法四国停止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

与此同时，两个德国之间的谈判进程也在快速开展，1990年5月18日，两德签署了《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条约》，8月31日又签署了《统一条约》，确定民主德国于10月3日按《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9月，《统一条约》正式获得双方议会的批准，联邦德国总统也签署了《统一条约》。至此，两个德国从法律上实现了统一。10月2日，东、西柏林正式统一；同一天晚上，民主德国的国旗从勃兰登堡门和民主德国所有国家机构、政府机构的建筑物上降下，而代之以联邦德国的国旗。至此，民主德国这个存在了近41年的国家便和平地从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消失了。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告统一。




 [1]
 1863年5月23日，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8月7日，成立“社会民主工人党”。1875年5月23～27日，上述两个组织在哥达开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1年10月，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


 [2]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20日。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国体与政体

一 政体的演变

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德意志人保留了古代日耳曼人选举君主的制度，但选举需要考虑血缘的因素。公元843年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和东法兰克王国的创立，是形成德意志国家的起点。公元911年，法兰克公爵康拉德被选为“法兰克国王”（即康拉德一世），标志着德意志历史的开始。同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当选为康拉德一世的继承人（亨利一世），由此获得了东法兰克王国全境的统治权，正式创立了早期的德意志封建国家。公元936年，亨利一世的长子奥托一世第一次使德国出现了强大的王权，并于962年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为“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拥有了整个罗马天主教世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此后，德国就正式称为“罗马帝国”。公元1155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由教皇哈德良四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德国便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时又在该名称前增加了附加词“德意志民族的”，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在奥托一世时期，皇帝任命主教，甚至决定教皇的人选。但到11世纪下半叶，罗马教廷经过改革逐渐不再受制于德国皇帝，甚至在1076年德皇亨利四世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生冲突，教皇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虽然次年亨利四世向教皇屈服，获得了宽恕，但这一事件意味着教廷的权力开始超越德国皇帝。12世纪，德国皇帝征伐意大利，最终失败，被迫答应不再反对教皇。而在此过程中，国内封建诸侯势力坐大，中央皇权式微，甚至在1256～1273年出现了中央皇权崩溃的空位时期。

1356年德皇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规定德国皇帝由最有权势的萨克森公爵、科隆大主教等7位诸侯选举产生，正式从法律上明确了德国皇帝的选举制度，确立了“选帝候”制度，这使德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进一步加深。德国皇帝依据封建法规虽然可以任命官职、授予爵位、要求其封臣对他尽一定的义务，但帝国的重要事务都需要经过帝国议会讨论决定。随着皇权的衰落，在15世纪以后，帝国议会开始在帝国政治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其性质也逐渐演变为一个选帝侯和诸侯起主导作用的等级会议。尽管帝国除帝国议会外还拥有帝国枢密院、帝国执政府等中央机构，但由于罗马教会在德国的庞大势力，致使帝国议会等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直到16、17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爆发，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向外侵略扩张，一度侵占了已经有名无实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2/3的领土，并挟持16个德意志邦国组成了“莱茵邦联”。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遂于1806年8月灭亡，从而打开了通往新德意志国家体制的道路，并为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列强在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决定在原德意志的基础上建立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等35个邦国及自由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这个邦联旨在维护德国的内外安全和独立，以及德意志各邦的独立和不受侵犯。然而，德意志邦联并没有减少德意志各邦国之间政治上的猜忌和经济上的分裂，尽管在普鲁士努力之下成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但德国土地上一盘散沙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19世纪中叶，随着德意志境内各邦国进行工业革命，近代工商业快速发展，新兴工商业阶层出于其自身的需要要求在政治上统一德国。而在拿破仑统治期间，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的各项改革使这两个邦国日渐强大，从而使德国的统一有了可靠的领导者。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经过三次王朝战争，终于在1871年结束了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史称“第二帝国”。德意志帝国颁布了1871年宪法，规定帝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联邦制政体。19世纪80年代后，德意志帝国迅速成为在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经济大国和头号军事强国，不断对外侵略扩张，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以德国于1918年1月签订割地赔款的《凡尔赛和约》而告终，德意志第二帝国被推翻。

1919年2月，战败的德国在魏玛召开制宪国民会议，通过了于同年8月生效的新宪法，史称“魏玛宪法”；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但是，在德意志帝国的国家机构和军事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很快出现了各种危机，特别是遭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希特勒于1933年1月4日上台执政，从而结束了短命的魏玛共和国。通过1933年3月的《授予政府权力法》等立法，希特勒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的“民族的元首帝国”，史称“第三帝国”。1939年9月，希特勒为了在欧洲建立德国的霸权地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就此破灭。

二战后，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和《波茨坦协定》，德国作为战败国分别被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东西方集团对立的加剧，1949年先后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联邦德国于1949年颁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其为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共和国，并于1954年通过《巴黎协定》结束被占领状态，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1990年，随着冷战趋于缓和以及苏东发生剧变，两个德国在分裂40多年后走向了统一，民主德国整体加入联邦德国，以《基本法》为统一德国的根本大法，实行统一的货币，沿用原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至此，德国的政治体制完成了漫长的演化，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二 宪法——《基本法》

《基本法》于1948年8月10～25日在巴伐利亚州的海伦希姆湖起草，由以阿登纳为主席、西部各州议会选举产生的65人为代表的制宪会议于1949年5月8日通过，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5月12日批准，1949年5月23日在德国西部各州生效。根据199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条约》的相关规定，《基本法》是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它规定了德国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政权的基本形式、宪法机关的任务、公民的法律地位以及制定普通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为德国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共和、民主和社会的、法治的联邦国家。《基本法》结构上承继了《魏玛宪法》，宪政原则上吸取了1919～1933年魏玛共和国实行该宪法的历史经验和希特勒法西斯篡权的历史教训，贯彻了民主、法治、社会和联邦制四大原则，从而在德国确立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民主，是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它表明了德国国家形式和政治意愿形成的方式，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之一。民主原则主要表现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三个方面，它依靠《基本法》的具体规定来体现。法治原则是德国宪法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法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公正原则和法律保障，包括法律平等、罪行法定、审判独立和依法行政。在德国宪法史上，社会原则的确立比较晚。《基本法》规定国家要在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意义上实现社会正义，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同时也为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劳动保护构成的社会安全体系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联邦制原则是德国宪政体制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联邦制的国体不仅符合德国的宪法传统，而且也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权力的滥用，有利于保障更多的民主。德国的联邦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各州与联邦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联邦的法律高于州的法律，各州必须履行联邦义务。

《基本法》共计11章146条。它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德国的政治体制和三权分立的联邦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联邦与各州立法、财政方面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等，是当代欧美国家中一部比较完整并且具有一定特色的宪法。

首先，《基本法》明确规定德国是一个议会制联邦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基本法》第20条规定：“（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2）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由人民通过选举和全民投票方式以及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专门机构行使之；（3）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行政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法权的限制。”联邦议院承担着以立法形式表达国家意志的功能，它最根本的职能是制定法律、选举政府和监督政府，其他的职能都是从这两项中引申出来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州权；而联邦参议院则是保障州权的最重要机构，其职权主要有：立法创议权、立法审议权、参与宣布“立法紧急状态”、参与联邦宪法法院成员的选举等。联邦政府是联邦行政权力的中心，以联邦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不是向联邦总统负责，而是向联邦议院负责。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联邦总理作为联邦政府的首脑，是联邦国家机器中最有实权、最有影响的关键人物；但是，联邦总理的权力，除了受到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制约以外，还受到执政党乃至执政联盟内部多方面的制约。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由联邦大会不经讨论选举产生，同联邦议院和联邦政府等结合构成国家最高当局重要的一环。

其次，明确划分联邦与州的权力范围，是《基本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联邦政府享有对外主权，对内的统治权则由联邦与各州分掌，受《基本法》保护；在权力的划分上，采取联邦列举、各州概括的方式予以规定。在立法权方面，《基本法》第73条逐一列举联邦在外交、国防、关税、货币、宪法保护等11个方面拥有的专有立法权。第75条逐一列举5个方面，规定联邦有权颁布原则性的法规。而《基本法》第70条第1款对州的立法权则有原则性规定：“在本《基本法》未授予联邦立法权的范围内，各州拥有立法的权力。”《基本法》第71条规定：“在联邦专有立法范围内，各州只有在某项联邦法律明确授予权力的情况下，方具有立法权。”还有一些权力由联邦与州共同享有，即所谓“并行立法”。《基本法》第72条则概括性规定：“在并行立法范围内，只有联邦未使用立法的权力，各州才拥有立法权。”在财政方面，首先，《基本法》第109条强调：“联邦和各州在预算方面是自主和相互独立的。”然后在涉及税收权力时，《基本法》第105条罗列了联邦专有立法的税收和并行立法的税收的具体种类；第106条规定联邦、州和地方各种税收的具体分配内容和方法；第107条规定州的收入、各州（包括地方）收入的相互平衡和联邦对州的补助等具体内容。透过上述这些规定，建立起联邦、州、地方三级财政体制。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基本法》处理联邦与州的关系的原则可以概括为：（1）联邦法律高于州法律；（2）联邦对各州进行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联邦高于州的地位；（3）联邦对州的保护主要是保障州的社会制度。

再次，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基本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和出发点，也是《基本法》内容的重要特色之一。《基本法》第1条规定：“（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机构的义务。（2）德意志人民为此确认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的精神，《基本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人身权利、人格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基本人权。《基本法》对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做了六个方面的规定：公民的平等权和参政、请愿等政治上的基本权利；公民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经济上的基本权利；公民有言论、结社和宗教信仰等精神自由的权利；公民有不受非法逮捕等人身自由权；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等社会自由权；公民有抵抗暴政的权利。

透过上述《基本法》的原则和内容，德国《基本法》具有四大特色：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的基础，详细阐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加强联邦总理的地位，削弱联邦总统的权力；政党制度的宪制化；允许国家主权转让，禁止发动侵略战争。《基本法》由于它所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独特，因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它作为德国宪法的临时性。它的名称之所以要选定“基本法”这一称谓，目的就是要强调它的临时性，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沿用至今并作为统一后的德国的根本大法。二是它的局限性。《基本法》是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与德国西部制宪会议代表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初期，《基本法》只是美英法盟国《占领法规》的附属物；直到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成为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后，《基本法》才真正成为联邦德国的宪法。41年后，即从1990年10月3日起又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的宪法。

《基本法》是在1919年《魏玛宪法》的基础上起草的，它源于《魏玛宪法》又高于《魏玛宪法》，吸取了《魏玛宪法》的历史经验。它对于联邦最高当局各方面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强调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基本国策。《基本法》在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改变了总统选举方式。《基本法》改变了总统产生的法律程序，用“虚位总统制”取代了《魏玛宪法》的“皇权总统制”。《魏玛宪法》下的总统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独立性比较强，地位比较高；而《基本法》规定，联邦总统需要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参与选举，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附于联邦议院，其政治地位和职权受到削弱。二是健全了议会职能。《基本法》规定，联邦议院由合法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而联邦总统却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参与组成的联邦大会选举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总统要依附于联邦议院。与联邦总统的地位相比较，联邦议院比较有效地、建设性地决定着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命运，这在德国议会制度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是比较正常的议会制度。三是《基本法》调整了联邦议院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基本法》强调联邦政府必须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加强了联邦议院的地位，迫使联邦议院形成执政多数，选出联邦总理。联邦政府一经组成，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要在联邦议院进行宣誓；但《基本法》也规定联邦政府享有“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权”，这便大大削弱了联邦议院的倒阁权，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四是《基本法》禁止发动侵略战争。针对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遭受战争灾难的沉痛教训，《基本法》禁止本国政府发动任何侵略战争。与魏玛宪法相比，这是《基本法》的一大特色，而且跟欧美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也是一大特色。

三 联邦总统

联邦总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元首。在吸取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魏玛共和国总统权力过大、不受约束而造成的深重历史灾难的基础上，《基本法》的制定者彻底否定了历史上的“皇权总统制”模式，重新设计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的法律地位。在政治上，联邦总统不再是议会的平衡力量，也被排除在《基本法》构想的宪政力量角逐场之外。国家权力的重心集中在联邦政府，特别是集中在联邦总理手里。《基本法》第54～61条专门阐述了联邦总统的选举、职权和任务。从表面上看来，联邦总统似乎拥有很多最高权力，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没有实权的，其法律地位不能与美国总统、法国总统相提并论的虚位元首。联邦总统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也不拥有《基本法》第37条规定的联邦强制权，更无单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联邦总统不再握有国家政治大权，而完全超越党派政治斗争和权力政治之上，他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起“独立的平衡”作用，其法律地位类似于英国政治体制中的女王，象征着国家团结。

作为国家元首，总统是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他代表德国与外国签署条约，任命驻外使节并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他有权任命和罢免法官、官员、军官的职务。联邦总统有大赦权。他有权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并公布于众。他有权向联邦议院提出联邦总理候选人，并根据联邦总理的建议任免联邦各部部长。如果联邦总理的信任案在议会未被通过，联邦总统可根据联邦总理建议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此外，联邦总统还有建议权、提醒权和授勋权。

《基本法》第54条第1款规定：“联邦总统由联邦大会不经讨论选举产生。”根据该规定，联邦总统不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联邦大会是根据民主原则和联邦原则专门为选举总统而设立的宪法机构，它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民主原则）和全国所有的州议会选出的同等数量的代表（联邦原则）组成。每个州议会选出的代表人数按该州人口比例而定。联邦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年满40岁；拥有联邦议院选举权；具有《基本法》第116条规定的德国国籍。联邦大会的任何成员都有权提出总统候选人，提名需用书面形式向联邦议院议长提出并附上有关候选人的相关资料；伹在实际上，联邦总统候选人都由各政党协商提名。联邦大会对总统候选人不进行任何讨论，即由代表秘密投票选举。获得联邦大会法定成员半数以上选票者即当选为联邦总统。如果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则举行第二轮投票，得票超过联邦大会成员半数者当选。如仍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则举行第三轮投票，实行简单多数当选制，即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当选。联邦总统任期5年，连选可以连任，但以连任一次为限。德国不设联邦副总统，按《基本法》第57条的规定，如果联邦总统在任期内去世，或因病、因事（外出度假或出国访问）不能履行职权时，或因受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弹劾而被联邦宪法法院宣布褫夺其联邦总统职权时，则由联邦参议院议长代行联邦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的联邦总统。这种由联邦参议院议长代行联邦总统职权的安排，突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制的特色。

《基本法》对联邦总统规定了严密的弹劾制度和罢免制度。联邦总统不对议会负责；但按照《基本法》第61条的规定，如联邦总统故意违反《基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律，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弹劾。弹劾动议必须至少有联邦议院1/4的议员或联邦参议院议员投票数的1/4的同意才可以提出。弹劾决定须由联邦议院议员的2/3或联邦参议院议员投票的2/3的多数通过。弹劾须由提出弹劾的机关的1名受托人代表进行。如果联邦宪法法院确认联邦总统对于故意违反《基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律负有责任，可以宣告联邦总统丧失其职权。在弹劾过程中，联邦宪法法院可以临时命令联邦总统暂停行使职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至今，尚未发生过联邦总统因遭弹劾而下台的事件。

联邦总统虽然只是国家的象征性代表，但他以特别的方式体现国家统一，代表国家与宪法制度内超越一切党派界限的集结。这一代表性职位，要求担任该职位的人要具有特别的政治敏感度和高超的政治平衡能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相继有9位总统：

特奥多尔·豪伊斯　　　自民党　　1949～1959年

海因利希·吕布克　　　基民盟　　1959～1969年

古斯塔夫·海涅曼　　　社民党　　1969～1974年

瓦尔特·谢尔　　　　　自民党　　1974～1979年

卡尔·卡斯特森　　　　基民盟　　1979～1984年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基民盟　　1984～1994年

罗曼·赫尔佐克　　　　基民盟　　1994～1999年

约翰尼斯·劳　　　　　社民党　　1999～2004年

霍斯特·克勒　　　　　基民盟　　2004～

第二节 联邦政府与联邦总理

一 大权独揽的联邦总理

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联邦总理是联邦政府的首脑，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基本法》第63条）。每一届联邦议院产生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选举联邦总理。联邦总理候选人由联邦总统在和联邦议院中各议会党团协商后提名。通常，联邦总统总是提名联邦议院中多数派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然后由联邦议院全体会议不经过讨论就投票选举产生。每届联邦大选开始时，主要政党便提出了本党的总理候选人。竞选实际上就是各个政治党派在本党总理候选人的旗帜下，以宣传本党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而开展的政治竞争。大选结果就反映了选民的政治倾向和认同程度，也由选民原则上确定了未来的联邦总理人选。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取得法定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当选联邦总理。如果没有一位候选人取得法定多数票，联邦议院可以在两周内不经联邦总统重新提名进行第二轮选举；如仍无人获得法定多数票，联邦总统可以任命在接下来的第三轮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票者为联邦总理，或者解散联邦议院、重新举行联邦议院大选。联邦议院选出的联邦总理必须经联邦总统任命才能正式就职。

联邦总理的权力十分广泛，他拥有对联邦政府内外政策、联邦政府的机构建制、联邦各部的职权范围的决定权；拥有任命一位联邦部长为副总理和提出任免联邦各部部长的权力；在联邦总统发布命令时，拥有副署权；在国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时，拥有军队指挥权等。他是当今德国最有实权和最有影响的人物。根据《基本法》第64条和第65条的规定，联邦总理不只是联邦政府成员中的头号人物，而且对整个联邦政府发挥着实际领导作用：联邦总理有权向联邦总统建议联邦政府部长的任免，还可以决定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组成。但在实际上，联邦总理挑选联邦政府部长人选的实际权力很有限，他在物色部长人选时面临着本党、执政联盟内部各派以及压力集团的许多要求。就连康拉德·阿登纳那样的“领导艺术大师”也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组成一届联邦政府。联邦总理有时为了避免本党、执政联盟内部矛盾的激烈化，不得不采取增加部长职位的办法。

联邦总理确定联邦政府的“政治总纲并对此承担责任”，对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享有决定政府基本政策的优先权，他可以和他的内阁同僚讨论这些指导原则，但不一定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因此联邦议院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只能针对他，而且也只有他作为联邦政府首脑才可以提请联邦议院举行信任投票。也就是说，正式就联邦政府的政策结果向联邦议院负责的只有联邦总理本人。如果他被推翻或辞职，那么以他为首的联邦政府的所有部长都必须下台。不过，联邦总理对联邦政府指导方针的决定权要比选择联邦部长人选的权力大得多。在联邦政府的日常工作中，联邦总理因为拥有对政府指导原则的决定权，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灵活掌握这一指导原则，而钳制并直接影响、指挥联邦政府各部部长。因此，《基本法》赋予联邦总理对政府指导方针的决定权，是使他能够明确担任内阁政治领导的重要保障。

联邦总理也不是总能充分利用其指导方针的决定权，他还要受《基本法》关于“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案”规定的限制。该法第67条规定：“（1）联邦议院只有以议员的过半数票选出继任总理并请求联邦总统罢免现任联邦总理时，才能对联邦总理表示不信任。联邦总统应依照其请求任命当选人。（2）从动议到选举之间必须相隔48小时。”上述规定是汲取魏玛共和国内阁频繁更迭的反面经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1949年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建设性不信任案”投票案已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72年4月，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针对勃兰特政府的建设性不信任案投票，因未获多数而失败。第二次发生在1982年10月，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因经济政策严重分歧而退出施密特领导的联合政府。不久，联盟党联合自由民主党在联邦议院对施密特总理进行不信任案投票，结果科尔以绝对多数当选联邦总理，施密特因失败而下台。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7月，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执政联盟在此前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利，施罗德宣布将原定于2006年9月进行的大选提前到当年秋天举行，企图借提前大选扭转颓势。但在接下来的联邦议院信任投票中，施罗德政府未能获得通过，因此，联邦总统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联邦大选。二战后，联邦德国迄今相继有8位联邦总理，其中阿登纳连续执政14年，科尔连续执政16年。而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14年中，却有12届政府，寿命最短的一届政府只有47天。可见《基本法》对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案的规定，对保证联邦政府的稳定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联邦政府能够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德国政党体制的巩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案确实可以使联邦政府在选出新的联邦总理之前一直行使政府职能，使联邦政府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稳定；但是它不能使联邦政府在发生国内危机时正常进行管理，一个无力正常工作但仍勉强支撑着工作的内阁，实质上跟一个倒台的内阁没有什么不同。《基本法》关于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案的规定使看守政府总理拥有宪法力量阻止他人在其继任人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他本人既不能实际领导联邦政府，却可以在联邦总理职位上多呆些时日，从而延长了联邦政府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法》第67条的规定不能阻止由于联邦议院内各政治党派不同政治关系而引发的政治动荡。实质上，它只是掩盖联邦政府危机的工具，而不是有效结束政府危机的手段。因此，联邦政府的稳定很显然取决于德国政党体制的巩固及其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力。

自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以来，历任联邦总理为：

康拉德·阿登纳　　　　　　基民盟　1949～1963年

路德维希·艾哈德　　　　　基民盟　1963～1966年

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基民盟　1966～1969年

维利·勃兰特　　　　　　　社民党　1969～1974年

赫尔穆特·施密特　　　　　社民党　1974～1982年

赫尔穆特·科尔　　　　　　基民盟　1982～1998年

格哈德·施罗德　　　　　　社民党　1998～2005年

安格拉·默克尔　　　　　　基民盟　2005～

二 国家权力中枢——联邦政府

根据《基本法》第62条规定，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它的任务是治理国家，即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对整个德国的大政方针做出决定并进行行政管理，不仅军队、警察、情报机构、监狱等直接受联邦政府的指挥，而且联邦总统、联邦议院以及联邦各州和地方权力机构，也越来越受联邦政府的影响。总之，它是国家权力的“神经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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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结构

联邦政府的结构表明，它是总理原则、部门原则、内阁原则三原则的混合体。根据联邦总理个人的领导能力和他的权威，总理原则实际上可强可弱。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政策指导方针范围内，这一原则要受到联邦各部部长独立掌管本部门并对其负责这种条件的限制。联邦总理不能绕过联邦部长直接向各部门官员下达指示，他不能干涉各联邦部长的事务，这就是部门原则。如果联邦部长间发生意见分歧，按照内阁原则，联邦总理不能单独解决纠纷，而必须与整个内阁一起解决。对一切重要问题进行共同讨论和审议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联邦总理的个人权威。

联邦内阁会议是联邦政府的决策机构。联邦总理、联邦副总理和联邦政府各部部长为内阁会议正式成员。联邦总统府主任、联邦新闻局局长、联邦总理府主任以及联邦总理特邀人员为列席人员。联邦内阁会议由联邦总理主持，通常每星期三举行，会议内容严格保密。联邦内阁会议决定联邦内政、外交、经济、社会、财政和文化方面的事务，包括起草法律草案、联邦预算、联邦高级官员的任免、协调联邦各部的工作和调解各个联邦部长之间的分歧。联邦内阁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对全体内阁成员都有约束力。为起草联邦内阁会议决定，有时还需设立若干内阁委员会。联邦内阁会议由联邦总理府负责筹备，其做出的决定必要时则由联邦政府发言人向新闻界介绍。

联邦政府各部是联邦内阁会议决议的执行机构。联邦政府各部机构设置上，由于历史原因和职责不同多有差异，但有两大共同点。首先，联邦政府各部的内部机构一般分为两大类，即机关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其次，在组织上从联邦政府各部到各处都不设副职。联邦政府各部曾几经变动，1969年之前，有时出于对联邦执政伙伴的照顾，有时出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新设立的联邦部不断增加。1949年第一届联邦政府只设立13个部。1951年3月，美英法盟国最高当局修改了占领法规，放弃了对联邦德国的监督，允许联邦德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于是联邦政府于1951年3月15日增设了联邦外交部。1955年6月6日增设了联邦国防部。联邦政府最多时设立21个联邦部。1969年10月勃兰特总理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做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只设了15个联邦部。在后来的20多年中，联邦政府也都没有超过20个联邦部。

联邦部长的个人政治影响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从法律上看，联邦部长并无高低等级之分，但各联邦部所辖事务的重要性不同，其地位存在着重要和次要的明显区别。其中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四个联邦部具有特殊地位。其次，联邦部长除了他领导的联邦部在联邦政府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之外，他的重要性还取决于他本人在自己政党中的地位以及在议会党团中获得的支持程度。联邦部长是部的最高领导，就他的部内组织及其处理自身工作的方式，联邦部长都可以自由决定。然而，在联邦部的议事规则中对本部的工作以及联邦部门之间的工作都做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因此联邦各部的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都比较僵化，即使是一位很有魄力的联邦部长也难有大的作为。

联邦各部的机构比较臃肿，并且形成了一些特定的集团利益。联邦各部的领导机构一般分为五级：部长、国务秘书（副部长级）、司长、分管司和处长，处之下也有设工作组的；此外还有一些辅助机构，如联邦部长办公室、部长私人秘书、国务秘书私人秘书、内阁处、议会处、新闻处。有的联邦部还设计划司，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各个联邦部大小不等，大的部有几千公职人员，小的部只有几百人。

在德国，联邦部长的职务总是令人垂涎的，这不仅因为联邦部长可以参与德国人一向崇尚的国家权力，可以利用其联邦部长的金字招牌巧妙地为自己谋利，而且因为联邦部长的职务比较保险。英国历届首相都经常改组内阁，有时甚至没有明显的理由也更换内阁部长。德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原则上，联邦总理在位多长时间，联邦部长也大致可以任职多长时间，联邦部长因为反对联邦总理政策或因联邦总理建议而辞职的情况很少。为促进联邦部长积累更多从政经验而进行的联邦部长的部际交流，在70年代中期之前实行过，最近20年来很少发生；现在较强调的是联邦部长应该成为本部门的专家，成为熟悉一个部门业务的行家。于是联邦部长一方面要作为部门负责人，按照专门标准监督和管理本部门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作为本部门的政治领导人，作为本部门各种政治利益的代表。因此，只有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人才能胜任联邦部长职务。

在德国，联邦部长职位因能够给这些部长们带来崇高的声望和个人的实际好处，因此部长们大都不愿意放弃职位。联邦总理很容易利用这一点来约束他的联邦部长的行为，有时就算政见分歧很大，非万不得已，联邦部长也不会轻言辞职。另外，《基本法》虽然没有规定联邦议院可以对联邦部长表示不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部长对他们的政策可以不向联邦议院负责。内阁部长对联邦总理负责，联邦总理对联邦议院负责，联邦议院对选民负责，这就是德国的议会内阁责任制。联邦部长的恋栈以及联邦总理很少改组内阁，也是导致内阁异常稳定的重要原因。

三 联邦政府管辖机构、联邦政府辅助机构和非正式决策中心

1.联邦政府管辖机构


联邦情报局
 德国在国外进行间谍和情报工作的中心，与隶属于联邦内政部的联邦宪法保卫局和隶属于联邦国防部的军事反间谍局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直接受联邦总理府领导。其前身是“盖伦组织”（Organisation Gehlen），该组织成立于1947年7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和帮助下，专为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军收集情报。1956年4月联邦政府正式接管该组织，改为现名，总部设在慕尼黑郊区的普拉赫。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秘密情报机构》一书介绍，联邦情报局下设6个司：行政管理司、内部安全司、技术设备司、常规手段情报收集司、高技术手段情报收集司、情报评析司。联邦情报局的规模十分庞大，工作人员不少于6000人，在联邦各地设有100多个分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北约情报部门和西方各大谍报机构都有业务联系和情报交流，其特工人员遍布世界各地的一切重要领域。20世纪末21世纪初，该局为适应新的形势，进行了机构调整，总部迁入柏林。


德意志联邦银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它的前身是1765年普鲁士王国创办的帝国汇划放贷银行，1875年改组为帝国银行，联邦银行于1957年8月1日成立。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职责是：“运用本法赋予的货币政策权限，以稳定货币为目的，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和经济活动中的资金融通，并且办理国内外支付业务。”也就是说，联邦银行具有三项基本职能：（1）它是德国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2）它是德国一切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和清算者，并负责管理其他一切银行、维护金融秩序。（3）它代理财政开支、保管公共企业的资产。它与非金融机构不直接发生借贷业务，对货币流通和信贷供应进行管理，维护货币币值，并安排国内、国际支付。它是按公法建立的联邦机构，其股金为2.9亿马克，完全属于联邦政府。

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只有协商与合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联邦银行必须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就重大的货币政策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联邦银行行长可以列席联邦内阁会议，参与讨论财政金融问题和对策等等。同时，联邦银行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殊地位，保证了它作为“货币守护神”的特殊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1）在制定和执行德国货币政策时，联邦银行不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干预。（2）联邦银行不受联邦议院管辖。联邦政府成员虽可出席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只可提出议案。应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银行理事会的决议最多可以延迟两周做出。（3）联邦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由联邦政府提名、联邦总统任命，任期8年，不能罢免。（4）联邦财政部不得任意向联邦银行无限制地透支或任意决定扩大货币的发行量。

联邦银行的管理机构包括联邦中央银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州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联邦中央银行理事会是联邦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联邦银行行长、副行长、执行理事和各州中央银行行长组成。联邦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联邦银行的政策，制定业务经营指导方针：执行理事会贯彻联邦中央银行理事会的决议，领导和管理联邦银行的日常事务。德意志联邦银行共有250多个分支机构。

但是，随着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以及欧元投入流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职责发生了一些变化。


联邦审计署
 隶属于联邦法律的独立联邦机构，它不受联邦政府指示的约束和公务检查，也不隶属于法院系统，不负有司法任务。它的审计员具有法官的独立性。它的主要职能是审查、稽查联邦财政支出，负责对联邦各机构、联邦政府的预算和经济领导进行监督，对联邦铁路、联邦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主管机构的预算和财政领导进行审核。它每年就上一审计年度的预算审核向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报告和说明；向联邦政府报告行政机构财政管理中的问题，并就有关法律、条例的修改提出建议；可以对联邦财政部长提出的预算草案表态；可以应立法机关和联邦政府的要求，就政府资金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报告。联邦审计署署长由联邦政府提名，经联邦议院选举报请联邦总统任命。依据联邦法律，他负责监督联邦政府的债务情况、兼任联邦债务委员会主席。联邦审计署下设若干司、处初审办公室。联邦审计署与联邦各部平级，从联邦到各州有自己独立的垂直系统。

2.联邦政府辅助机构

联邦政府辅助机构名目繁多，主要有联邦内阁委员会、联邦部际委员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咨询委员会。历届联邦政府的议事规则里都没有设立对这类机构的专门规定。


联邦内阁委员会
 它对联邦政府的基本方针既无决定权、也无“事前决定权”，主要是起咨询作用。各内阁委员会都由联邦总理担任主席，副总理担任副主席，主管联邦部长担任常务副主席，由联邦总理府主管。德国常见的这方面的辅助机构包括联邦安全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欧洲政策委员会、未来技术委员会、环境和健康委员会以及宇宙航行委员会等联邦内阁委员会。


联邦安全委员会
 它是所有内阁委员会中最重要的一个，最初由阿登纳提议于1955年10月成立，当时称“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勃兰特担任联邦总理后效法美国改为现名，联邦总理任主席，常务副主席是国防部长。该委员会有专门的议事规则，并且限定委员会成员的人数。根据议事规则第2条第2款规定，除了联邦总理之外，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有联邦副总理、联邦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开会时如涉及有关联邦部的事务，则请相关的联邦部长列席。列席该委员会会议的高级文官有联邦总理府国务部长、联邦总统府主任、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局长以及联邦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的国务秘书和联邦国防军总监。

联邦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协调联邦的安全政策，具体地讲有以下四项：（1）讨论涉及国家安全的一切重大问题；（2）商讨和评估联邦情报局、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军事反间谍局提供的报告；（3）授权批准对涉嫌人员的电话和邮件进行窃听和检查；（4）协调联邦和各州的国防和民防工作。在该委员会内部，联邦外交部一般负责军备和裁军监督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援助；联邦国防部负责在军事政策和技术问题上与外交部在同一领域合作，为军事和装备技术方面的外交政策提供决策参考；联邦内政部负责民事保卫，包括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的有关防务事项；联邦财政部和联邦经济部主要负责有关事务的经费政策。联邦安全委员会虽不是决策机构，但实际变成了一个内部的政治领导机构。它做出的决定一般都会成为联邦内阁的正式决定，因此一向有“核心内阁”之称。该委员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保密的，不但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就连开会的日期和次数也不对外公布。


联邦部际委员会
 是应联邦政府为协调联邦各部的工作、处理涉及几个联邦部的事务（如法律草案等）而成立的。《联邦政府工作条例》对部际委员会的数目、机构、任务等都没有规定。它最初是为处理某些专门事务而成立的临时性任务小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设机构，但没有决定权，只是联邦有关部的高级官员就某一领域的事务定期交流情况、协商计划、协调工作的机构。部际委员会由主管的联邦部牵头，一般由该联邦部国务秘书担任主席，重要的部际委员会则由主管联邦部长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讨论的结果不能直接提交联邦内阁，而要由一个名为监督委员会的综合机构再次讨论后，才能提交内阁会议决定。

国务秘书委员会是部际委员会中最高层级的协调机构，它的成员都是联邦各部管理方面的领导人，其任务是对即将提交联邦内阁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预备性磋商，或者讨论涉及某一部门的专门性问题。该委员会可以迅速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和一些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助于促进联邦各部的政策与联邦总理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提高行政效率。

3.非正式决策中心

除上述机构外，还有内阁以外的一些组成不定、活动无常的非正式决策中心。这些非正式决策中心，其成员不受权力分配的约束，但实际上包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它们不受主管部门的约束，可以非正式地、无拘束地进行政策协商，因而对政府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小内阁”，它不是法定机构，但却是历届联邦内阁决策过程中必要的补充机构。凡联邦总理认为就某一重大问题需要专门征求意见，参与咨询的人士都是这个圈子的一员，可以是内阁成员，也可以是非内阁成员的社会名流、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或某一领域的公认权威。活动形式不拘，可以是小型座谈、个别约谈，也可以是邀请喝茶等。它表面上是联邦总理听取咨询，实际上往往对联邦总理的政治决策起关键性作用。

联合圆桌会议，又称“象的圆桌会议”，是执政联盟各政党主席协商、决策的重要机构。这种非正式决策中心，在历届联邦政府中都出现过。1953～1961年的阿登纳政府时期，6～7名内阁成员、7～10名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的领导成员以及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经常但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就一些政治上有特别影响的问题提出决策建议供内阁参考。1961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签订联盟协议后设立的“联合委员会”也是类似的组织，只不过该联合委员会只包括相关的议会党团的代表，没有包括阿登纳、施特劳斯和艾哈德这些政治要员，因而没有起到政治决策中心的作用罢了。1962～1966年间，由于上述“联合委员会”没有起到应有的政治作用，便出现了由几位内阁成员和相关议会党团领导人组成的“联合交谈会”，后来由于成员不断更换、人数过多，也无法起决策作用。基辛格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时期，联邦总理基辛格、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勃兰特、上述三党的议会党团主席、联邦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以及几位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经常在一起讨论并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形成了所谓“半机构性联合委员会”。1969～1982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时，这种半机构性的联合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没有了，但类似的影响决策的核心集团还是存在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庞杂的咨询机构，如科学咨询委员会、专业技术咨询组、行政管理咨询组、利益集团咨询组、信息咨询委员会等等。这些咨询机构大多与联邦各部挂钩，试图透过自己的咨询活动，对各部乃至联邦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事实证明，其影响力也是不能低估的。

四 联邦行政管理机构

联邦行政管理机构由联邦各部、联邦各部下设机构、间接的联邦机构以及联邦审计署组成。联邦行政管理机构是联邦政府工作的辅助机构，概括地说具有五大功能：（1）秩序管理，即协助政治领导人草拟法律草案、条例、行政法规并监督其贯彻执行，使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秩序化的轨道。（2）服务性管理，即根据联邦法律和有关条例的规定或政治领导人的指令，及时给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提供技术性的和人员方面的服务。（3）财政经济管理，即管理联邦财产、公共收入以及行政开支。（4）组织管理，即对管理机构本身进行组织管理。（5）政治管理，即为政治领导人提供决策前的准备，评估领导层的决策可能给管理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按照《基本法》第86条的规定，联邦各部及其下属机构大致分为三级：联邦高级机构、联邦中级机构和联邦下级机构。联邦各部下面都设有许多直属的联邦高级机构、组织和设置，分别依法在联邦范围内承担特定的任务。它们是联邦统计局、联邦刑事局、德国专利局、联邦卫生局、联邦环境局、德意志气象局等。联邦中级机构作为联邦与州的共管机构，主要有联邦铁路局、联邦航运局、联邦国防军军区管理机构、边防局和边防保卫局以及高级财政局。联邦下级机构主要有航运分局、边防警察局、铁路警察局、联邦海关总局及其分局、联邦财产局、联邦林业局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平稳，坚持政府机构的设置与功能的进化以效率、平衡为原则，在职能和编制上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联邦政府设置的联邦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4～21个之间；联邦公职人员的编制变化也不大；联邦各部的总人数大致维持在2万人左右。行政管理机构总体比较稳定。1969年10月勃兰特总理领导的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对联邦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迄今为止最重大的一次改革。这次行政改革的目的主要是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防止危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具体做法是对联邦部的设置和部分联邦部的权限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同时，从联邦内阁到联邦各部都增设计划职能部门，以加强联邦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指导。这次联邦政府的行政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这次改革不是行政系统的全面改革，而只是联邦各部内部以加强计划指导为主的改革，缺乏全面规划和统—领导，以致联邦各部之间以及各部内部都很不协调、矛盾丛生。于是，1972年底成立的第10届联邦政府便中止了这一改革，联邦各部的协调工作恢复了原来的体系，而且延续至今。

联邦行政管理机构效率不高、官僚主义盛行，遭到了日益强烈的批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是掌握政府权力的机构，它作为国家的代表而受到人民的尊重。行政机构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这种约束是自然的、必须的，但是在实践中，坚持法律原则往往显得生硬，十分不方便民众。机构臃肿，公文盛行也是造成工作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人讨厌机构臃肿，但精简机构会动摇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也要求维护现状，反对行政改革。另外，常任文官体制缺乏活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德国常任文官体制中，一般来说很重视资历，而不太重视效率。资历稍差但十分精明能干的人想要进入这个体制中去，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文官依然存在着专制意识的残余，把自己看成是政治决策的真正权威，从而影响了他们从政治上正确看待其作为法定职能的行政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问题是联邦行政机构过于庞杂，而且缺乏公开的用人政策。当前行政机构对政治决策者表现出明显的自主倾向，使得技术专家的政治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文官制度本应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中立的办事人，但是却变成了强大的、政治上几乎无法监督的、带有明显倾向的权力因素。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民主国家的一种官僚机构。虽然形式上可能监督这种官僚机构、特别是监督联邦部长，但实际上监督的可能性很小。就联邦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来说，实质上经办的都是联邦各州的事务，必须利用各州行政机关的支持与合作。联邦政府与联邦各州只有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合作，行政管理才可能卓有成效，但实际上这种合作往往会大打折扣。

五 联邦制中的地方政府

在德国，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国家任务的完成是由联邦和各州共同分担的，处理好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关系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基本法》明确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1）联邦的地位高于联邦各州；（2）联邦与各州实行分权，关于双方权力划分的争议，通过联邦宪法法院裁决；（3）联邦与外国签订条约如涉及某州利益时，必须听取该州的意见；（4）各州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的立法和行政；（5）在特殊情况下，联邦拥有强制权。根据这些宪法原则，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划分主要从立法权、行政管理权和司法管理权三方面进行。总体而言，大部分的立法权属于联邦，而绝大多数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则属于各州。

与美国联邦制中的州是制约联邦政府的一种手段不同，德国是一种合作性的联邦制，即各州与联邦都信守忠于合作与相互信任的原则。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德国各州与联邦并不相互孤立，而是建立起联邦与各州以及各州之间彼此合作、相互谅解的政治关系。联邦宪法法院对于建立并发展这种可靠的相互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美、英、法将西占区分成11个州，以后又调整为9个州，加上1957年从法国收回的萨尔州，共10个州。这些州都先后在占领国的监督下制定了自己的州宪法。1990年两德统一后，将原民主德国的15个专区改划为5个州，并入统一后的德国，而且在1992年5月至1993年10月先后制定了州宪法。各州宪法既是《基本法》的延续，又是在《基本法》的基础上结合各州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特色的新发展。各州宪法都强调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确定各州都实行议会内阁制，尽管具体形式有所不同；实行多党政治，按照各自的选举法、选举规则和程序，采用比例选举制、5%的限制条款选举产生一院制的州议会（巴伐利亚州除外）；各州宪法不仅详细规定了各州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以及传统的基本人权，而且详细规定了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以谋求经济的社会化、生活的平等化。

州政府的组织形式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州政府总理负责制。这种体制的特色是，州议会选举州政府总理；州政府总理不经州议会同意，直接任命州政府部长；州政府总理决定州政府的方针政策，并对其负责。另外一种类型则是集体负责制。这种体制的特色是，州政府总理只是州政府会议的主持人，在法律上仅仅是“具有平等权力的人中的第一位”，一切重大方针政策都由州政府全体成员平等地参与，采取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不来梅市、汉堡市以及柏林市是这方面的典型。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种组织形式，州政府的每位成员都要独立自主地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州政府是州一级行使国家权力、完成国家任务的中枢。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拥有制定宪法、建立议会、组织政府和法院等广泛的“自治权”。州与联邦的权力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十分复杂，但总的来说，在经济、财政和司法等23项并行立法领域内，州拥有部分立法权；在文化、教育、农林、市政建设、卫生和宗教事务等领域，拥有较广泛的立法权。州与联邦的行政权力的划分，基本上与立法权相对应。凡联邦单独管辖的领域，其行政事务皆由联邦政府及所属机构直接处理，州政府无权过问。凡联邦与州共同管辖的领域，其行政事务一般都由各州政府负责处理，联邦政府只保留监督权和必要的执行权。由各州自主管辖的领域，如州财政预算和州警察、社会治安、农林、市政建设、卫生、宗教事务等等，则由各州政府自行负责。

联邦共和国成立早期，很少有一个政党能在州议会中占过半数议席，因而各州一般都组成联合政府。近年来，随着政党的集中化，选票也越来越集中于联盟党（基民盟一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在不少州议会中，某一政党占有过半数议席，得以单独组织政府。大体上，上述两大主要政党平分秋色，社会民主党主要控制中部和偏北的一些州：而联盟党则主要控制包括巴伐利亚州在内的南部的一些州以及最北部的石—荷州。各州政府所设立的部也不尽相同，通常都设有内政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司法部、农林部、文教部、社会和劳工部。

德国州以下的地方政权一般实行两级制，即县（包括县级市）和乡（包括镇）。但有些州，如巴伐利亚、萨克森、黑森州、北威州、下萨克森、莱法州，在州和县之间还设有一级管理机构，称专区。专区的行政长官由州政府任命，在性质上，专区不是一级政权机关，只是州政府的派出管理机关。县（包括县级市）和乡（包括镇）都是地方自治单位。县和县级市，一方面行使执行权，执行州政府交办的行政事务；另一方面拥有地方自治权，拥有对地方性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乡和镇是德国各州中最基层的地方自治单位，由选民选举的乡镇代表大会是其权力机关。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处理本地事务，另一类是处理县或市委托乡、镇办理的事务。

六 公务员制度

德国的公务员制度始于18世纪初普鲁士对政府官员的选用和公职人员的任用制度的改革。171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了对法官、律师、书记官等实行公开竞考、择优录用的法令，但当时对文官和司法官吏的考试方法和内容都比较相似，而且高级官吏的任用还是采用国王任命的形式。1740年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后，更加重视政府高级官员的文化素质，强调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和考试选拔。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高级官员任命的形式也逐渐被考试任用的方式所取代，而且文官考试的内容和司法官吏的考试内容也渐渐区别开来，担任政府官员也成为终身职业。19世纪王朝统一战争过程中，德国先后三次对官员任用制度进行改革，使公开竞考、选用官员及官员培训等制度更加完善。1919年8月制定的《魏玛宪法》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政府官员分成事务官和政务官两大类，并且规定了事务官均须公开竞考、择优录用。《魏玛宪法》的实施，基本上确立了德国的公务员制度。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公务员制度遭到极大破坏。二战后，联邦德国在吸收英、美、法文官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德国的公务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公务员制度。两德重新统一后，原联邦德国的公务员制度在全德生效。

德国公务员的录用形式主要有考任制、聘任制和委任制三种。考任制是适用范围较广的任用制度。德国公务员录用考试一般实行双轮制，即全部考试过程由一轮初试和一轮复试完成，通常初试为笔试、复试为口试。只有通过初试才有资格进入复试，而只有通过初、复试两轮筛选才能录用为公务员。聘任制是由政府机关通过合同书之类的契约定期聘用专门人员的一种制度，适用于招聘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的专家、学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这种职位的招聘单位会公开发表招聘启事，然后应聘人向招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相关必需的材料；接着，招聘单位成立招聘委员会，负责审查、考核应聘人员并确定拟聘人员的名单顺序；最后，被录用的应聘人员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成为正式公务员。委任制就是由机关负责人根据某人的效忠程度和工作能力，直接将其委任为自己的部属，一般只适用于对首长负责的助手和秘书等辅助人员，以保证跟首长协调合作。不过，什么样的人可以受到委任，《联邦公务员法》和《联邦公务员资历条例》都有具体的规定。

公务员在取得合法的任命资格之后，就要及时加以任命。《联邦公务员法》第10条规定：“只要法律上没有其他的规定，或者联邦总统没有把行使任命的权限转交给其他部门，则由联邦总统任命官员。如果任命书中没有明确规定‘任命从下达后的那一天生效’，则任命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把任命的生效时间算在公布日期之前是不许可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此外并规定，公务员被任命后，该雇员与原雇主的工作关系即告结束。该法第31条和32条还专门对试用公务员和非正式公务员的免职条件、免职时间都做了明确规定。

考核在整个公务员激励机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创造一条制度化的选贤任能的途径，可以发挥提高效率的杠杆作用；同时，也为合理奖惩、调整薪金提供依据和参考。《联邦公务员资历条例》对公务员考核的方法和机构都做了规定：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的才能和绩效应该每年至少鉴定一次，鉴定可以随时进行也可以定期进行，考核事项由各行政机构的人事总监负责办理，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表现也都由他作详细观察和认真的记载。公务员经过考核后，根据评定的档次，各级政府会有目的地选送一些人参加学院培训，这也是一项有效的激励措施。考核成绩最好的公务员有可能被送进正规院校学习，毕业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学位、学历，为今后升迁打下基础。考核成绩最差的公务员则要被送到相关部门进行业务培训，使其在限定时间内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继续留在原岗位创造条件。对于那些违法失职的公务员，则要进行行政惩戒或司法惩戒。

晋升是公务员激励机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公务员通过晋升可以得到荣誉、声望和权力，同时也可以提高薪俸和待遇。目前，德国公务员晋升的方式主要有职务晋升和职级晋升两种。职务晋升遵循的是“量才适用”的原则，旨在加强公务员的专业化建设，它分为科、处、部等20个等级。职级晋升依据的是“量才适遇（待遇）”原则。德国公务员工资分为A1～A16和B1～B11，共27个级别。A1～A5是普通官员，A6～A9是中级官员，A10～A13是中高级官员，A13以上包括B级官员是高级官员。通常，公务员根据上级的建议或本人申请经过审批予以晋升。晋升要进行晋升考试，“晋升考试与资历考试是一致的。”考试由联邦人事委员会主持。考试内容包括1/3的行政管理知识，2/3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各个职级晋升考试的评定分为特优、优、良、中、差和劣六等，并规定了统一的考试成绩评语。按照记分制度评定考试的各项成绩和总成绩，将作为确定考试成绩评语的依据。

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也是德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公务员有着优厚的薪俸和很高的福利待遇，公务员身份还意味着终身不被解雇。按照《联邦公务员工资法》规定，德国公务员的工资要同私营部门人员的工资相当。比如，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公务员月工资大约为1400欧元，科长级2500欧元，处长级4000欧元，局长级可达8000欧元，副部长级官员则达上万欧元；而且，在圣诞节前还能拿到额外的第13个月的工资。德国公务员终身受聘于国家，无需缴纳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连续服务40年的公务员，在65岁退休时可领取占最高工资75%的退休金。公务员还有一些其他收入，如职务津贴、岗位津贴、年休假补贴、房租补贴等。女性公务员生育后可享受6～8周的产假，还可申请3年不带薪假期和抚育补助。公务员工作满25年、40年和50年，还可获得周年补助费。此外，德国还有一个公务员信贷联盟，专门为公务员提供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如提供购买房屋、汽车和子女上大学等方面所需的低息贷款。

由于德国有完备的公务员制度，而且公务员享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德国公务员队伍日益庞大。目前，德国有公职人员501万人，其中国家公务员160万人，这些公务员分布广泛，除政府各部门官员外，学校、邮局、铁路等部门也有大量的公务员。

第三节 立法与司法

一 德国议会

1.德国议会制度的演变

议会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核心之一，它在德国的出现和确立要比英国和法国晚得多。德国的议会制度最早源于中世纪中期不定期举行且不断变更会址的宫廷会议。公元1356年查理四世颁行的《黄金诏书》推动了选帝侯阶层、宗教领主阶层、世俗市民阶层等各种阶级的形成，以及当时叫做“Diet”的帝国议会的出现。1495年，帝国议会成员被分在三个议院中，即选帝侯全体会议、帝国诸侯议事会和城市代表全体会议。它们分头议事，然后举行全体会议共同做出决议。被多数通过的决议经皇帝批准成为所谓帝国议会决议或帝国文书。帝国议会的任务就是就出征、战争、税收和帝国法律等事务进行商讨和做出决策。1806年随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帝国议会也自行瓦解。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邦联是个由35个主权邦国和4个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不是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邦联的机构是邦联议会，它是设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各邦联成员的常设使节会议。每做一项决议，至少需要2/3多数通过，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需要全体一致通过才行，因此邦联议会基本上没有决策能力，即使是邦联议会通过的决议对邦联成员也没有约束力。

1848年5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德国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1848午3月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德意志大地。5月18日，第一次通过自由、普遍、平等选举产生的全德议员在法兰克福举行国民议会，制定了著名的《保罗教堂宪法》，确定“帝国议会”由邦联院和人民院组成。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做的一切虽然随着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德皇皇冠而宣告失败，使德国议会制度的尝试遭受失败；但议会制度的思想、议会的议事规则以及民主宪政思想对后来德国议会制度、特别是魏玛共和国议会制度的确立发生了巨大影响。1850年1月31日颁行的普鲁士宪法规定，普鲁士邦议会由第一院和第二院组成。第一院直接由普鲁士贵族、骑士庄园主和城市代表、大学代表组成。第二院议员由三级选举制产生。邦议会拥有立法权和财政预算权。立法权由普鲁士国王和邦议会第一院和第二院共同行使。1867年4月制定的北德意志邦联宪法规定，北德意志邦联的议会由邦联参议院和邦联议院构成。前者的议员由邦联各成员国代表组成，它在邦联首相的主持下讨论并通过将向邦联议院提出的法案以及邦联议院所做出的决议，真正掌握着邦联的权力。邦联议院的议员则经由普遍、平等和自由的选举产生。1871年4月制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帝国议会也采用两院制。邦联参议院议员为各邦的代表；帝国议院议员则按照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制产生。帝国议会主席由帝国首相兼任。帝国议院拥有立法权和预算批准权，但一切法律和决议都须经邦联参议院和德皇同意才能生效。帝国议会无权任命首相、组织政府，对政府也没有监督权。与《保罗教堂宪法》设计的议会制相比，德意志帝国的议会制是一种倒退。

德国的现代议会制度确立于魏玛共和国。1919年8月制定的魏玛宪法规定，共和国议会采用两院制。帝国议院的议员按照比例代表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原则选举产生。帝国参议院由各州代表组成，代表州的利益，参与立法和行政管理。帝国议院为最高立法机构拥有对政府预算的表决权、对政府总理的信任投票权、对政府总理和部长的撤换权以及对外宣战权和批准国际条约权等。帝国议院中各政党成立议会党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总理对帝国议院负责。魏玛宪法中的议会制度虽然比较成熟，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职权分配失衡，特殊情况下只能由国家总统以“紧急命令”的形式来治理国家，因此导致了1933年被希特勒法西斯篡权。

1949年5月23日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继承了德国议会制的传统，议会也采用两院制，即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1990年德国统一后，继续沿用这一议会体制。

2.联邦议院

联邦议院是民选的人民代表机构，每四年选举一次，只在例外情况下才可以由联邦总统解散，提前进行大选。从技术的角度来看，614个联邦议院席位中的半数通过选举各党派州竞选名单（第二票）来分配，另一半则通过299个选区选举个人而产生（第一票）。这一分配方法不会改变选举体制中政党的关键地位，只有那些隶属于某个政党的选区代表才有望当选。联邦议员的党籍归属应该反映出选票的分布情况。为了避免因众多小党的存在而使得达成多数意见复杂化，一个限制条款即所谓的“百分之五条款”把这些小党阻挡在联邦议院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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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05年9月选出的第16届联邦议院组成情况

联邦议院的议员们组成议会党团并选举产生党团主席。联邦议院的首要任务是选举联邦总理并通过认同其政策来支持其执政，也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罢免总理。从这一点来看，联邦议院同其他国家议会相似。至于德国的联邦总理是由选举产生，而英国或其他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总理是由国家元首任命，这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区别。

联邦议院的第二大任务是立法。1949年以来，议会共收到法律提案约8400份，颁布了6000余项法律条规，其中多数是关于法律条文的修改。大多数草案来自联邦政府，一小部分来自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联邦议院主要通过由联邦政府提交的法律议案，从这个意义来说，德国的联邦议院与其他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议会相同，但是德国联邦议院更多体现的是工作型议会的特点，而不类似于英国议会所体现出来的辩论型。联邦议院的专门委员会对提交议会的法律草案提出很仔细、很专业的意见，从这一点来看，联邦议院的活动类似于美国国会，而后者是工作型议会的典范。

联邦议院的第三大任务是监督政府的工作。公众能看到的议会监督工作由议会内反对党来完成；而另一部分鲜为人知、但同等重要的监督工作则由执政党的议员来承担，他们在大门紧闭的会议室内向政府代表提出批评性意见。

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比较复杂，它们包括联邦议院议长、副议长、元老委员会、常设专门委员会、议会全体会议等。联邦议院全体会议是议院重大辩论的论坛，尤其是辩论外交、内政方面的关键问题。广义而言，各议会党团和联邦议院的办事机构也属于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

同美国的众议院和英国的下议院相比，德国联邦议院具有明显的特色。这些特色对德国的政治、立法及其程序和联邦政府的行政管理都有重要影响。（1）联邦议院具有弱议会和强议会的混合形态特色。它既有不经讨论便选举产生联邦总理的权力，但联邦议院想倒阁也不容易——只有以议员过半数票选出继任总理并请联邦总统罢免现任联邦总理时，才能对联邦总理表示不信任。（2）联邦议院议员享有的独立性受限。联邦议员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投票和决策必须接受本党及其议会党团的领导和控制，而不能完全凭自己的良心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行事，否则会受党纪制裁，在下次选举中便不能再度被提名，甚至被开除党籍。（3）联邦议院权力比较分散。联邦议院设有为数不少的常设专门委员会，协助审议各种法案，并且实际构成联邦议院内的权力网络。因而联邦议院的主要活动便转移到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便成了联邦议院的核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联邦议院既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独立性，又没有严重损害联邦政府的稳定和行使职能，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也在联邦议院中得到了较充分的表达。但是，联邦议院作为代议制机构却没有对众多繁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展开讨论，使自己成为全国性政治论坛，而只满足于通过立法工作来影响政治。更甚者，联邦议院忽视了各种重要利益和政治目标在议会舞台上的陈述和抗争，造成联邦议院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很弱。为此，联邦议院多年之前便设立了公共关系办公室，但迄今工作没有起色。

3.联邦参议院

联邦参议院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二个立法机构，是一个由各州政府代表组成、代表各州利益的联邦机构。它不是《基本法》的创举，而是德国长期以来“宪法传统”的继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时累根斯堡的“永久帝国议会”。而且1815年维也纳和会建立的德意志邦联议会和1849年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宪法》设计的议会，都是现在联邦参议院的雏型。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以及1919年的《魏玛宪法》也都有联邦参议院的设置，只不过其法律地位和职权跟现在的不完全相同罢了。

联邦参议院在《基本法》中的地位比英国和法国上议院的地位强、比美国参议院的地位弱，也不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的联邦参议院的地位。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联邦参议院是联邦一级的联合机构。它的工作首先是代表各州的利益，并使各州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联邦立法中得到运用。此外，联邦参议院与其他联邦制国家的上院有所不同，还参与立法。《基本法》赋予了两种参与方式：给联邦州带来额外行政支出或替代现行州法律的联邦法规必须获得联邦参议院的认可；联邦议院的法律议案必须得到联邦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从这点来看，联邦参议院享有与联邦议院相同权力的立法机构地位。目前，所有的法律、决议中有半数以上需经联邦参议院批准。这是因为联邦法律基本上都由各联邦州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法律会牵动各州的行政主权。“申诉法”与上述这些法律不同，参议院虽然可以否决，但是联邦议院能以简单多数、绝对多数或2/3多数来驳回参议院的异议。

联邦参议院由69名议员组成，联邦各州在联邦参议院中的席位并不相等。《基本法》第51条规定，各州至少拥有3个联邦参议院席位，居民人数超过200万的州有4个席位，超过600万的州有5个席位，超过700万的州有6个席位。联邦参议院成员必须在州政府任职，并由各州政府负责推选和罢免，也可以由各州政府中的成员替换。联邦参议院成员如果失去本州政府成员的资格，便同时失去联邦参议院议员的身份。联邦参议院议员肩负双重使命：他们既是州的政治家，担负着州行政事务的领导职能；同时又是联邦的政治家，参与行使国家的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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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05年9月选出的第16届联邦参议院的议席分配情况

联邦参议院设议长1人、副议长3人，表面上由联邦参议院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实际上按1950年各州政府总理会议商定，议长和副议长均按各州人口多少为序轮流担任。议长由人口最多的州政府总理开始轮流，副议长由人口最少的州政府总理开始轮流，每个州政府总理都可以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在16年内轮流担任一年的联邦参议院议长。联邦参议院议长对外代表联邦参议院，对内召集并主持联邦参议院会议。按《基本法》第57条规定，联邦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将由联邦参议院议长代理。

联邦参议院设有16个常设委员会，与联邦议院各常设专门委员会、联邦政府各部的业务范围基本上吻合。各委员会的成员则是各州相应单位的州政府部长，每个州在各常设委员会都有1个席位。常设委员会的决议由简单多数通过。联邦参议院全体会议通常每隔2～4周的一个周五举行。由于相关的委员会已经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全体会议无需进行长时间辩论便进行表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邦参议院对法案主要起批准作用，因此，在立法层面上，它的管理意义大于政治意义。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联邦参议院加强了对欧洲事务的参与。1994年，《基本法》中新增加的第23条规定，联邦议院和各州通过联邦参议院对欧洲事务施加影响，对联邦政府的欧盟政策有共同的参与权与监督权。联邦政府有义务及时向联邦参议院全面通报有关欧盟的意图，请联邦参议院表态，作为联邦政府制定欧洲政策的参考。凡是涉及联邦各州的立法权限及根本利益时，联邦政府必须事先征求联邦参议院的意见。如果欧盟拟议中的决定涉及德国各州的立法权，则要由联邦参议院指定一位议员代表德国到欧盟部长理事会投票。联邦参议院还设有“欧盟法案组”，专门处理有关欧盟的一些紧急的或机密的事务。

二 司法制度

德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包括法官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诉讼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等等。司法机关把公认的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贯彻渗透于各种具体的司法程序和制度中，使之成为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严密体系，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政治体系的整体运行提供了有效保障。

1.司法体系

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的差异，德国的法律体系与英、美、印度和以色列等国的法律体系不一样。它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系，又称罗马一日耳曼法系。该法系是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在奴隶制罗马法的原则和形式的基础上，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范本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体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强调法律的逻辑性、合理性和严肃性。因此，德国的法律结构比较单一，法律都是成文法而没有判例法，而且在民法、商法、刑法等方面都制定了较系统的法典。法典内容比较严谨，条款比较原则，是法官判案的根本依据。法官判案只依据和服从这些成文法律，不得依据判例；法官只能执行法律，下能任意解释法律，创造法律，充当立法者。判例对于法官只有参考价值，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力的。法官的判决书也比较简明，往往只写明判决结论，无需写明理由。

2.司法原则

根据《基本法》确立的“法治国家”原则，德国司法实行两大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和公平审判原则。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即法院独立行使。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司法权由法院独立行使，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个人的干涉；其次，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也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最后一点是法官独立，这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独立的保障，包含业务和人事两方面的独立。司法独立的含义，是司法机关相对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不是绝对的独立。此外，司法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不受任何约束，相反，它需要在《基本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在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特别是欧盟法律以及保护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欧洲公约等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活动。

从德国的实践来看，公平审判作为总的司法原则，除了体现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及其相应制度外，还包括公正的法院、公正的诉讼程序及公正的处罚。公正的法院主要指法院的设立必须依据《基本法》和法律，并在《基本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公平的诉讼程序包括控诉、申诉、上诉、辩护等权利，以及公开审判、无罪推定等原则和制度。公正的处罚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律对所有犯同种罪行的人，处罚都是一样的，不得因犯罪者的地位、身份、种族等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凡属同种犯罪，均处相同刑罚；二是犯罪和刑罚必须对等，既不能重罪轻罚，也不能轻罪重罚。为确保公平审判原则的实现，德国实行了法律援助制度。根据这项制度，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公民在诉讼中可以请求政府资助诉讼费用或指派律师援助。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是整个司法制度健全的一个标志，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3.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一般情况下指审判机关即法院。广义的司法机关还包括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根据《法院组织法》规定，德国设立六种法院，即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劳工法院、行政法院、社会法院和财税法院。除宪法法院外，其他五种法院的联邦级法院组成联合委员会，协调彼此的工作。除上述五种法院外，德国还设纪律法院，主要负责审理官员、法官或士兵的渎职和玩忽职守。纪律法院分别设官员纪律法院（联邦纪律法院、州纪律法院）、法官纪律法院（法官司法工作法院）、士兵法院（军人法院）、公证人法院以及律师、税务咨询、会计师、建筑师、医生、兽医和药剂师等职业纪律法院。

普通法院分四级，即地方法院、州中等法院、州高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专利法院列入普通法院系统，附设于联邦最高法院，与州高等法院同级。普通法院负责审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如购买或租赁这类关于私法合同的纠纷）、婚姻和家庭等方面的案件以及调解领域的案件（如监护事务）。刑事案件按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先有前三级法院中的一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由地方法院或州中等法院审理，可以上诉和复审。

劳工法院分三级，即联邦劳工法院、州劳工法院和劳工法院，负责审理劳资关系中的私法性质的纠纷，以及劳资谈判各方之间的纠纷或根据企业法出现的纠纷，例如解约是否合法。

行政法院为所有行政措施和其他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保护。所有不归社会法院和财税法院或者——特殊情况下——普通法院受理的，或不属于宪法方面的管理法中涉及的公法纠纷，都归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法院分三级，即联邦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

社会法院负责审理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联邦劳工局的其他法律纠纷以及供养战争受害者制度方面的公法纠纷。社会法院也分三级，即联邦社会法院、州社会法院和社会法院。

财税法院只分两级，即联邦财税法院和财税法院。负责审理税务，即审理缴税单、财政局的其他单据以及关税机关单据的合法性。

两德统一后，东部5个新联邦州设有县级法院和区级法院。这些法院不仅主管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而且还利用特别法庭和审判委员会负责劳工、行政、社会和财税法院管辖权。联邦最高法院统管这些联邦州的司法事务。东部5个新联邦州的法院已于1994年按照西部法院结构改造完毕。

按照联邦法律的规定，德国的法院都必须设立检察机关，与英美国家的“审检分署”不同，德国实行“审检合署”。联邦法院设一名联邦检察长和数名联邦检察官，州法院、地方法院也都设一名至数名检察官。担任各级检察官者必须具有法官资格，但检察官与法官不同，检察官受上级机关领导。检察官上司的指示权受法律的约束，即他们不能按个人意见命令检察官提起公诉或放弃起诉。各级检察官的办公地点都附设在法院内，但他们独立行使职权，不受所在法院管辖，也不能干预法院的审判事宜。德国至今还未制定联邦检察官法。

4.审判制度

德国不实行陪审制而实行参审制，即由陪审官和法官一起组成审判庭审理案件，共同表决。陪审官也称“业余名誉法官”，他们在审讯和咨询判决方面拥有充分的权力，也具有法官的义务。陪审官由法官选举委员会从地方政府提出的非专业法官中挑选。担任陪审官的人，必须具有德国国籍、享有公民权。陪审官可以参加第一审法院、第二审法院刑事案的审理和州中等法院的商务案件的审理。在法官和陪审官组成审判庭时，必须由法官任审判长。陪审官的地位虽然与法官同等，但不穿法官制服。

控诉制度是实现权利平等原则的重要保障，它包括个人控诉、团体控诉和政党控诉。个人控诉指任何一个公民在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依法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控诉。在德国，除工会外，其他团体不能为其成员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进行抗辩。工会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它有权签订集体合同，并可以以劳工的名义进行诉讼。这类诉讼主要发生在劳工纠纷和社会保障纠纷中。政党控诉可以看做是团体控诉的一种，凡平等权利受到侵害的政党都有权提出控诉。德国几个政党都曾因选举费用问题提起控诉。1990年9月，原民主德国的绿党、左翼竞选联盟、民主社会主义党等，以两德统一中《选举条约》损害了它们的利益为由上诉联邦宪法法院，而且最终胜诉。

5.刑事制度

在过去的10年中，德国的刑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刑法对新的犯罪类型做了补充，如绑架、拦路抢劫、恐怖活动、白领犯罪等；另一方面，又把以前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的改为非罪，包括成年人通奸、同性恋等道德犯罪。刑法把刑事犯罪分为两类：重罪和轻罪。重罪至少要判一年的监禁；轻罪或判短期监禁，或被处罚金。德国刑法所指的轻罪包含的范围远比美国宽得多，偷窃、敲诈、无意凶杀等都被认为是轻罪。

德国的法律规定，14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负刑事责任，他们的犯罪由监护法庭进行处理。14～18岁的青少年，如果他们能意识到其行为的非法性，就要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他们的处罚只限于教育或纪律手段。

德国宪法已经规定废除死刑，甚至军法或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实施死刑。最高判处为15年监禁或终身监禁。终身监禁要想获得释放，犯人的实际刑期应满15～25年。德国的许多短期监禁都用罚金来代替，在这样的案件中，约有83%是以罚金来处理的。

刑事劳教机构由州一级的监狱管理机关负责。犯人必须参加劳动，从中可以得到报酬。另外，有的法律还规定，犯人每年可以离开管教机构去休假，最长可休假21天。

6.联邦宪法法院

联邦宪法法院于1951年9月在卡尔斯鲁厄成立。它既是立宪机构，又是法院，在德国的司法管辖中占有特殊地位。作为立宪机构，联邦宪法法院部分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力，与《基本法》直接产生的联邦总统、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和联邦政府享有同等地位。作为法院，联邦宪法法院是宪法的保卫者，也是联邦范围内握有裁判权的最高机构，它有权取消所有其他法院做出的违宪裁决。联邦宪法法院不从属于任何权力机关，甚至也不从属于联邦司法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其诉讼程序下同于专门法院的诉讼程序，只行使宪法管辖权。

联邦宪法法院与联邦议院、联邦政府以及联邦总统三权分立制衡，形成明确的制约机制。《基本法》第93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有权解释《基本法》，并据此对联邦其他法律以及各州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做出裁决。凡被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违反《基本法》的一切法律和法令，都应立即废止。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有权对联邦总统故意违反《基本法》及联邦其他法律的行为，提出弹劾案；但弹劾总统的审判权属于联邦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审理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提出的总统弹劾案，可以对联邦两院提出总统弹劾案的权力做出制约。另外，《基本法》第93条规定，对联邦有关法律、联邦议院通过的立法议案，如联邦议院内有1/3的议员持有异议，联邦议员就可以联名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上诉，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

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政府的制约机制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当联邦政府与联邦议院、联邦总统或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发生权限争执时，由联邦宪法法院审理裁决。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裁定这些权限争执，可以对联邦政府可能出现某些侵犯联邦议院、联邦总统权力的行为以及侵犯州政府权力的行为做出相应的监督制约。其次，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的适用客体，也包括联邦政府的执政行为。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对联邦总理以及联邦政府其他成员的执政行为是否违宪做出裁决，其裁决对联邦总理、联邦政府其他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必须服从。此外，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对联邦政府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做出“限制性解释”，它做出的“限制性解释”对联邦政府行使外交权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总统的制约是通过审理弹劾总统案实现的。根据《基本法》第61条第2款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在受理弹劾总统案后，如认为联邦总统有故意违反《基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律之行为，可宣布联邦总统被依法弹劾。此后，联邦宪法法院还可以发出临时决定，阻止联邦总统试图继续行使权力的行为。

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权具体包括四方面。首先，审理联邦与各州以及各州之间的争端，这是宪法司法权的传统职能。其次，调解联邦各机构之间的争议问题，如联邦政府与联邦议院之间的争议。第三，审查联邦法律从形式到内容是否符合《基本法》，以及各州的法律是否符合联邦法律。通过法律监督权，联邦宪法法院行使立法性质的权力。最后，对联邦议院选举的合法性、对政党的取缔以及对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等案件作出判决。

1951年3月12日颁布的《联邦宪法法院法》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由两个审判庭，各由8名联邦宪法法官组成。第一审判庭负责审理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诉讼。第二审判庭负责审理联邦级机构之间的争议，联邦与各州之间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争议，州与州之间的公法争议，有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政党违宪案件以及国际法的某项规定是否符合联邦法律的案件等。联邦宪法法院设院长和副院长各一人，分别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轮流选举产生。院长和副院长都具有很强的政党背景，通常执政党提名院长人选，反对党提名副院长人选。院长主持第一审判庭的工作，副院长主持第二审判庭的工作。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必须年满40岁、拥有当选联邦议员的资格或有资格当选为高级文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选举8名。联邦议院先按比例代表制选出12名联邦议员组成“法官选举委员会”，再由选举委员会直接选举法官，以获2/3多数票者当选；联邦参议院则采取直接选举的办法，以获得多数票者当选。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任期为12年，不得连任，任期内的年龄最高可延续到68岁。

联邦宪法法院的建立和它在近半个世纪的正常运作，证明了这种违宪审查制度是德国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极其重要的环节。联邦宪法法院是德国宪法原则的真正捍卫者，“它的司法活动无疑已经为深化自由民主的立宪国家的思想作出了贡献。它的裁决受人尊重，它的权威引人注目”。它的构成使德国“民主的宪法秩序至今未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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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各州原则上都设立州宪法法院。各州宪法法院称谓不同，有的称宪法法庭，有的称国家法庭。一般而言，联邦宪法法院与各州宪法法院之间无隶属关系。

第四节 政党与选举

一 政党与《政党法》

1.德国政党体制的演变

在德国，政党的产生与成熟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和议会制的建立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议会是近代政党的摇篮。德国政党萌芽于1848年革命产生的第一个德国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议会派别。1871年德国统一前后，迎来了德国政党成立的高峰，相继成立了德国进步党、国家自由党、自由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不过，在德国统一后建立的帝国议会中，政党的功能还很不健全，既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推翻帝国宰相，而且各政党也没有机会组织政府。这一切都说明，帝国时期德国的政党还很不成熟。

德国现代政党体制形成于魏玛共和国，毁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的首相对体现人民主权的议会负责，议会党团作为议会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对组建政府、保障议会正常运转发挥重要作用。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了现实意义，现代政党体制开始在德国确立，但政党林立的局面一如既往，无法组成统一的、稳定的政党联盟，因而也无法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政党体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纳粹党为核心的高度垄断的政党体制，缺乏起码的民主机制。在此基础上组成的集权政府推行法西斯政策，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德国政党的灭顶之灾。

二战结束后，在西方盟国的占领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先后建立，而社会民主党在库特·舒马赫的领导下，迅速恢复实力。在1949年5月联邦德国成立后通过的《基本法》中，政党的地位、组织原则和作用都受到了制约，现代政党制度得以重建。1967年《政党法》的颁布，使政党制度臻于成熟。参加联邦德国第一届内阁联合执政的是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德意志党三个政党，社民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1953～1957的第二届内阁时，执政联盟是以基民盟—基社盟为核心的四个政党。但从1961年后却逐步形成了以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为主，分别联合自民党轮流组阁执政的二元政党体制。其中在1966～1969年和最近的2005年第16届联邦议院大选后，两度组成了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1980年，联盟90/绿党（简称绿党）成立，并在1983年以5.6%的得票率进入联邦议院。1998年联邦大选后，绿党取代一向起“政治天平作用”的自民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与社民党联合组成红—绿联合政府。2005年第16届联邦大选中，民社党与拉封丹领导的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相互联姻，以11.8%的高得票率跃居联邦议院五大政党中的第四大政治力量，这使德国政党体制面临严峻挑战。

2.政党的宪法地位与《政党法》

政党是由社会中一部人组成的，代表特定社会成员的利益，旨在夺取或维护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在德国，政党是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的基本要素。自1861年德国第一个政党德国进步党成立以来，政党就逐渐对公民政治意志的形成、对整个政治体制的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概括来讲，政党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利益的整合。政党来自群众、扎根于群众，必须把各方面的利益加以选择、综合，努力寻求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之间的调和、妥协，而不是对抗。其次，提供政策选择和政治候选人。政党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当作“商品”提供给选民抉择。选举，不但是选举“人民的代表”，也是选民对每一个参与竞选政党的施政纲领的选择。再次，选举中参与竞选的政党都可以机会均等地提出“候选人”供选民选择；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上台执政，而未获胜的政党担负起批评和监督执政党的任务。最后一个功能是政治的社会化。政党为了取得或维持政权，必须积极吸引群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对群众进行鼓动、招募。政党通过竞选活动、日常宣传、议会内外的辩论，向公民发出各种政治信息，促进党派精神的培育，指导公民的政治行动，吸引公民、特别是进入政治领域的人学习关于政治领域的知识和见解。

总之，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国家事务和政体运作中都处于中心地位。政党之间的竞争为政治过程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政党之间的相互妥协与合作成为保障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德国除了《基本法》对政党活动做了原则的规定之外，还通过《联邦选举法》和《政党法》对政党活动做了周密详细的规定。1967年6月24日德国制定的《关于政党的法律》（简称《政党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规定政党活动的单项法典，共7章41条。它从法律上确定了政党的定义，规定了政党的宪法地位和任务，明确了政党的内部组织原则、国家提供政党经费、政党财务汇报制度以及取缔政党的政治原则。

政党是现代议会宪政体制的基础和决定因素。《政党法》在规定政党的宪法地位和任务时强调：“政党是自由民主基本制度的宪法法律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自由、持续地影响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完成《基本法》赋予并确保的公共任务。”联邦宪法法院在说明政党特色时，把政党看作德国政治机构中“执行宪法性机关职能的机关，甚至视其本身就是国家性、宪法性或宪政制度要素性”的机关。《政党法》第1条第2款认为：政党的使命是通过影响公众意见的形成，促进公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培养有能力承担公共责任的公民；参与提出联邦、州以及乡镇选举的候选人；影响议会、政府内的政治发展；把政党制定的政治目标引进国家意志形成的过程；关注人民与国家机构之间经常而生动的联系等方法，参与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中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代表人民参加联邦、州以及乡镇的选举，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帮助公民形成政治意愿的最重要形式。如果一个政党连续6年没有提出候选人参加联邦议院或州议会的选举，那么它“就失去作为政党的法律地位”；如果一个政治团体的大部分成员或其理事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外国人，或者其领导机构在国外，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政党。

《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的建立是自由的。政党的内部秩序必须符合民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政党法》第2章对保证党内民主做了周详的规定：每个政党都必须有书面章程和成文纲领，以阐明本党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政治见解和基本政策；党的章程必须包括党的名称、固定简称、党的总部所在地、活动地区、党员的吸收和退出、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的理事会的组成和职责、党员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召开的形式和期限、党内的决策程序等11项内容。《政党法》规定，政党的党员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都是该党联邦级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以决定党的纲领、章程、重大政治决策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听取一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议。理事会是政党的中央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最少由3人组成，至少每年改选一次。理事会可以设立精干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主席团，其成员可以选举也可以任命。在通常情况下，主席团以简单多数做出决议。政党有权自由吸收党员。党员有脱离政党的自由，党员只有在故意违反党章或党的原则、内部秩序并造成重大危害时，才能被开除。各政党必须设立仲裁庭，负责“调处和裁判党或地方组织与党员之间的争议，以及因解释和运用党章而发生的争议”。只有党的仲裁庭才有权决定开除党员，开除决定须有文字决议并在其中说明开除理由，被开除的党员有权向党的上级仲裁庭申诉。竞选时，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必须按党章和联邦选举法的规定，由党员通过秘密投票选举产生。

3.联邦议院中的政党及其政策主张

（1）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

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CDU），前身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央党。二战后，于1945年12月16日在巴德·哥德斯堡正式成立。1950年10月20～22日在哥斯拉举行全国党代会，通过了该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当时英占区基民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为首任主席，成为德国的全国性政党。基民盟成立时，确立了在人民参与、和解、合作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以“基督教原则”、“民主”和“一体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的政治理念，对许多选民产生了吸引力。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把“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利用“基督教信仰给予的力量，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政”，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加强联邦主义。1947年以来，基民盟与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姊妹党，习惯上称“基督教联盟党”（联盟党，CDU-CSU）。两党联合参加联邦议院选举，并在联邦议院组成联盟党议会党团。原民主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于1945年建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接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1990年10月，两个德国的基民盟在联邦德国基民盟党章的基础上正式合并。基民盟现有党员58万人，多数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党员中，职员占28.8%，企业主占23.6%，官员占12.7%，家庭妇女占11.4%，工人占9.4%。

基民盟的组织机构分为联邦、州、县和乡镇四级。联邦一级有全国党代会、联邦理事会和主席团。全国党代会是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代表由各州和相当于州的机构选出，每10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党代会的代表一般为750人，每两年召开一次，其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听取党的联邦理事会和该党在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的报告，选举基民盟主席团、基民盟主席和副主席，制定参加联邦大选的纲领和基本政治路线，推选出党的联邦总理候选人。联邦理事会是全国党代会休会期间的权力机构，也是协调联邦与各州以及各州党组织之间关系的中央机构，被称为“小党代会”。它的成员包括基民盟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司库、联邦总干事长、联邦议院中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副主席等，其任务是贯彻全国党代会的决议、研究全国政治形势并做出相应决策。主席团由基民盟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司库和联邦议院中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组成，是基民盟最重要的中央领导机构，主管政治决策，领导全党日常事务以及领导并监督该党的竞选活动。基民盟下辖州、县和地方（乡镇）三级组织。这三级组织都称联合委员会。州、县两级都设代表大会，选举出席全国党代会的代表；选举理事会负责本级党组织的决策和日常事务。县理事会是党的基层的独立组织单位，有自己的章程，经济上独立核算。基民盟现有276个县级组织，它的地方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和宣传鼓动。

基民盟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政治方面的主张政治多元化，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坚持基督教原则和民主精神，强调实现德国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复兴”；坚决同一切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维护社会治安，贯彻《避难法》，阻止难民大量流入；反对恐怖活动；坚持打击新纳粹分子仇外、排外的暴力活动，抑制极右势力的发展。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保障和促进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真正的社会市场经济；推行税制改革，加强企业活力和德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团结互助，继续推进东部的社会经济建设。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德国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争取“在欧洲和世界上有体面的位置”；保持德法友好关系，维护德法轴心，强调欧盟应建成一个“符合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和联邦制原则，基本权利能得到保护的欧洲”，应“确保欧洲的自由与和平”，而不是“恢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盟条约》的实施；巩固德美合作，坚持北约是保障欧洲安全的重要组织；主张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赋予西欧联盟的防务职能，并将西欧联盟纳入欧盟组织内；积极主张德国参加北约防务区以外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其他军事作战行动；与俄罗斯建立特殊关系，积极支持和推进独联体国家的改革进程；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主张通过援助使发展中国家达到自助：主张发展对华关系，在西藏、台湾问题上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人权问题上，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加强联合国，改革联合国。

基民盟于1982年10月再次执政以后，在实现两德统一、推进欧盟的经货联盟和按时启动欧元方面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前些年，在失业严重、财政状况不佳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难题面前束手无策，威信下降。2005年联邦大选后，基民盟重新成为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夺回丧失了7年多的执政党地位。目前，基民盟正在其党主席、联邦总理默克尔的领导下推动德国的社会经济改革。

（2）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

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CSU），其前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巴伐利亚人民党。1945年10月建立，1946年1月成为全巴伐利亚州的政党，自称是“保守的”、“自由的”、“社会的”、代表巴伐利亚州各阶层利益的“人民党”。1947年该党与基民盟结成姊妹党后，基社盟只限于在巴伐利亚州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基民盟则不在巴伐利亚州活动。

1949年起，它在联邦议院内与基民盟组成一个议会党团。在联邦大选时，它与基民盟制定统一的竞选纲领，推选统一的联邦总理候选人。但两党各自都有自己的章程和纲领，组织上各自独立，内部事务互不干涉。两党相比较，基社盟更热心于联邦原则，更倾向于同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坚决与不调和的斗争。它在巴伐利亚州，除1954年12月～1957年10月这段时期外，一直处于执政地位，而且自1966年以来一直单独执政。基社盟在1949～1969年参与联邦执政；1982年10月～1998年10月一直是以科尔为总理的联邦政府的主要执政伙伴；2005年11月以来又是默克尔政府的主要执政联盟成员。因此，该党不但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对全德也有重要影响。两德统一后，基社盟有一个时期曾支持民主德国的德国社会联盟；但德国社会联盟在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之后，始终没有摆脱分裂状态，以至基社盟不久就跟它脱离了关系。基社盟现有党员17.3万人，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党员成分主要是大企业主和中高级职员，下层居民占的比例很小。在全部党员中，工人只占18.3%，农民只占12%。该党主要代表大垄断资本、大银行和旧容克地主的利益。

基社盟的组织机构分为四级。最高一级是巴伐利亚州基社盟代表大会，它是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基社盟主席，通过新党章，选举理事会和主席团。理事会由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执行委员会由党的主席、副主席、司库、干事长、联邦议院和巴伐利亚州议会中基社盟议会党团（组）负责人、巴伐利亚州政府总理以及青年联盟的领导人组成，负责制定政策，管理全党的组织工作。主席团由党的主席、副主席、司库、干事长等组成，是基社盟常设的中央权力机构，负责确立党在联邦议院、巴伐利亚州议会中的政策，制定竞选方针，主持党的日常事务。州组织以下是专区、县和地方（乡镇）组织，它共有7个行政专区组织以及慕尼黑、奥格斯堡两个城市区组织。联盟的县和地方（乡镇）两级组织都分别设理事会，负责宣传鼓动和发展党员等日常工作。

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基社盟主张捍卫国家现行政治体制，坚持联邦制原则，强化国家机器；主张搞现代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某些领域进行改革，但要保护企业主和农场主的利益；主张取缔极右翼政党，同右翼极端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难民大量流入；强调在与美国保持联盟、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同时，加强与西欧的政治和军事联合，主张在防务上组建欧洲混合部队，必要时依靠欧洲自己的力量保卫欧洲安全；要求推动欧盟的深化和扩大，执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但欧盟要放权，“德国要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支持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和中国以及非洲国家的关系。

（3）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SPD），它的前身是斐迪南·拉萨尔于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8月7～9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1875年5月23～27日，上述两党在哥达开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1年10月爱尔福特党代会上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

社会民主党在1878～1890年因俾斯麦颁布《非常法》而遭到禁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在组织上发生了严重分裂。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选为魏玛共和国领导人。1925年在海德堡制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政治纲领。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同年6月22日社民党被取缔并转入地下。1946年5月9日，德国西部占领区和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汉诺威召开党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重建社民党，党代表大会选举库特·舒马赫为党的第一任主席。而德国东部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在苏军占领当局的指令下与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从此以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东部地区不复存在。

德国社民党重建之后没有制定新纲领，而是继续沿用1925年制定的《海德堡纲领》。直到1959年11月《哥德斯堡纲领》的制定，实现了社民党的根本性转折。在《哥德斯堡纲领》中，完全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而提出社民党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团结”。“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一个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的、道德上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政治目标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努力追求符合这种基本价值的生活制度。”“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该纲领还强调，社会民主党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支持西方一体化的外交政策。《哥德斯堡纲领》制定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威信逐渐上升。1961年第四届联邦议院选举时，社民党得票率36.2%；1965年第五届联邦大选时，得票率上升为39.3%；1966年它作基民盟-基社盟的执政伙伴进入了“大联合政府”。大联合政府的成立表明，经过17年的较量，社民党终于具备了同基民盟-基社盟一样的平等政治地位和执政能力，确立了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二元体制。1969年的第六届联邦大选时，社民党得票率为42.7%，与自民党结盟，成立了社民党一自民党联合政府，连续执政13年之久。1982年10月～1998年9月，该党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这期间，社民党调整了外交和安全战略，提出了“安全伙伴关系”和“共同安全”的思想，并就国内政策开展了大辩论。1998年10月，该党与联盟90一绿党结盟，重新上台执政。在2005年秋天的联邦大选中，社民党退居联邦议院中的第二大政党，并于同年11月和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现有党员56.8万人，主要是工人、职员、独立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公司经理和家庭妇女。其中工人占26%，职员占26%，官员占10.7%，退休者占12.2%，大中学校学生占6.4%，小业主占4.1%，家庭妇女占12.2%。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比较严密，全党分为中央、专区、区和地方（乡镇）四级。党的中央机构分为全国党代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的顾问委员会、党的理事会。全国党代会的代表由400个专区的党组织按党员人数的比例选举产生，它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其任务是制定新党章、选举党的理事会和党的主席、副主席。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会负责，至少每一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其成员均为兼职。党的顾问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成员和党代会选出的90名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在理事会决策之前听取关于内政、外交、党的建设、财政经费等方面情况汇报并提供咨询建议。理事会由党的主席、副主席、干事长、司库以及党代会确定的其他人员组成。在理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也称主席团），负责主持全党的日常事务，监督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策。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是全国党代会休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社会民主党近年来自称是“新中间”的人民党。它的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坚持自由、公正和团结，反对恐怖主义；主张严厉打击极右翼势力和暴力排外活动；主张双重国籍；提倡堕胎自由。在经济方面，主张利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机遇发展经济，确保就业机会；坚持社会安全与公正，改革税收和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德国应该成为“思想制造厂”，努力发展教育与科学研究，提高国民经济的革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振兴德国东部经济，努力完成内部统一。在外交方面，主张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要求德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赞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推进欧盟内部合作，密切德法关系，进而建立“欧洲合众国”；强调德国留在北约，加强德美关系和大西洋联盟；要求北约同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建立“可信赖的友好关系”；主张从德国撤走全部核武器，消除核威胁；同意德军不受《基本法》限制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4）自由民主党（自民党）

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FDP），它继承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是德国自由派势力的政党。其社会政治的核心是自由、个人的尊严、法治国家思想及宽容。1945年6月以后，德国西占区出现了许多自由派小组。1948年12月12日，分散的自由派小组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统一的德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成立以来多次参与执政：1949～1956年、1961～1966年与基民盟一基社盟联合执政；1969～1982年与社民党联合执政；1982年10月～1998年10月又与基民盟一基社盟联合执政。自由民主党主要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其党员主要是大中小企业主、农场主、富裕农民、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官员和手工业者。自民党目前党员总数约为7.1万人。

在德国政治舞台上，自民党一直在基民盟一基社盟和社民党之间起着“平衡器”的作用，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着两个大党中谁主政的问题。长期以来，联邦政府危机大多也是由自民党引起的。自民党自称是“中间派”的政党，是“现代改革党”，在内政方面，它强调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强调更多的直接民主；主张严厉打击极右翼势力和新纳粹分子，主张控制外国移民；同意“双重国籍”并给外国人以选举权。它的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主张维护社会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干预；要求实行私有化，削减福利，改革税制，减少国家对东部的长期补贴。它的社会政策是尽可能少地考虑雇员和其他贫困阶层的利益。它的社会政策方于右翼，但文化政策上却又处于左翼。自民党常常在这些政策方面与主要执政伙伴发生分歧，使得联合政府破裂。随着联盟90/绿党的崛起，自民党扮演“政治砝码”的作用已明显变小。

自由民主党的组织机构分为联邦、州、专区、县和地方（乡镇）五级。自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一次，紧急情况下可召开特别党代会。党代会的代表为662名，由各州党组织根据党员人数的比例选举产生。党代会的任务是制定党的章程和竞选纲领，选举党的理事会、主席团以及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党代会休会期间，党的理事会和主席团是党的常设权力机构。理事会由主席团成员、党主席和副主席、自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欧洲议会中自民党议员组织负责人、党的总书记、联邦部长中的自民党成员、州政府总理中的自民党成员等人组成。

（5）联盟90/绿党（绿党）

联盟90/绿党，简称绿党。它是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抗议运动、公民替代组织以及和平运动的综合产物。1980年1月，各地方生态环保组织在卡尔斯鲁厄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绿党，不久便建立了州、县、乡、镇的各级绿党组织。1983年该党在第十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6%，首次进入联邦议院，获得27个联邦议席。1989年秋冬民主德国政局发生剧变后，民主德国陆续成立了绿党、“现在要民主”、“和平与人权倡议组织”、“新论坛”等新政党和新的政治组织。1990年3月民主德国自由选举时，绿党同上述三个组织组成“联盟90”参加竞选，后来联盟90和绿党在人民议院结成政治联盟。德国统一后，联邦德国的绿党和民主德国的“联盟90”为了未来的发展，决定在“生态、社会、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1993年3月两党在莱比锡的联合党代会上正式组建成“联盟90/绿党”。1994年10月第13届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90/绿党得票率为7.3%，获得49个联邦议席，成为联邦议院中仅次于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的第三大政党。第14届联邦议院大选中，绿党得票率为6.7%，与社民党结成红一绿联盟，首次参与联邦执政。

绿党现有党员4.5万人，主要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核能反对者、和平主义者、中小工商业主、教师、律师、医生、职员、农民和大学生。不少人是从社民党、自民党和基民盟一基社盟转入该党的。党员大多数都比较年轻，1996年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党内派别林立，主要派别有：（1）以路德格尔·福尔默尔为首的多数派，反对德军以任何形式进入危机地区，强调尊重人权：（2）原来联盟90的格哈德·波帕和沃尔夫冈·泰姆普林派，主张德军参与联合国名义下的维和行动：（3）丹尼尔·科恩一本迪特派主张继续推行原来西部绿党的人权政策，同意德军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的维和使命；（4）胡贝特·克莱纳和约希卡·费舍尔为首的中间派，主张推行比较务实的社会经济政策，并“对社会民主党打开党的大门”，争取参加社民党领导的各级政府。目前，中间派成为党内主流派。

绿党的组织机构分为中央、州、专区、县和地方（乡镇）四级。党的中央机构有联邦会议、州委员会、联邦理事会和联邦财务委员会。联邦会议实际上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由党的联邦理事会召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其任务是制定党章和党的竞选纲领，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选举党的联邦理事会。州委员会由党的州领导机构的代表、党的联邦理事会成员和党的联邦议院议会党团成员共同组成，它是党的联邦会议休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至少每一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负责党的路线和重大事项的决策。党的联邦理事会由9人组成，负责政治决策，主持党的日常事务，对外代表本党发言。联邦财务委员会主管党的经费和各项财政事务。党的州以下各级组织都称为“联合会”，几个县联合会可以组成一个专区联合会。该党强调非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和基层民主，因此，党的州、县和地方组织都享有“最大可能的自治”。

联盟90/绿党的内外政策近年来已日趋成熟。内政方面主张：要求社会彻底改革，建立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加强基层自治和自决权；主张实行必要的环境保护政策，废除核能，恢复生态平衡；要求男女平等，强调妇女有堕胎自由；主张保障外国人的平等权利，反对暴力和种族排外主义；要求建立直接保障人们生存条件的经济制度，反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要求限制银行的权力；促进创造就业机会，重视解决失业问题，要求富人多纳税、开征新的生态税；主张解散联邦国防军、秘密警察和边防部队。外交方面主张：实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主张全面改革北约，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欧洲无核区；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伹强调要保持本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主张削减它们的债务，提倡合作和援助；支持德国军队以“和平服务队”形式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的维和行动；主张核裁军，反对核试验和核战争。

（6）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

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PDS），其前身是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统一社会党是由德国共产党和民主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根据苏军占领当局的指令，于1946年4月的柏林联合党代会上合并创立的。从民主德国1949年10月成立起，它是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领导核心”。随着民主德国1989年秋冬政局的剧变，统一社会党开始走下坡。1989年12月9日统一社会党在特别党代会上决定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2月4日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该党2005年7月17日在柏林特别党代会上又更名为“左翼党”，并计划在2007年上半年与拉封丹创立的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合并。

两德统一后，民社党参加了统一后首次联邦议院选举，按1990年9月29日联邦宪法法院裁定的选票统计原则，获得按全德统计的2.4%、按民主德国选区统计11.1%的选票，从而进入联邦议院，获得17个联邦议院议席。此后的历次联邦大选中，尽管其得票率没达到5%的限制，但由于其在德国东部地区的特殊地位，仍然有党员当选为直选议员进入了联邦议院。在2005年大选中，民社党及其竞选伙伴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在议会中获得54个议席。目前，在德国东部地区，该党是仅次于基民盟和社民党的第三大党。民社党现有党员62000人，主要包括工人、职员、官员、科学工作者、农民、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与中小企业主。党员年龄老化十分严重，1996年党员年龄在30岁以下者仅占25%，而40%的党员是退休者。

民社党的组织结构分为中央、州、县和地方（乡镇）四级。中央机构分为全国党代会、理事会、党参议会。全国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章程、政治战略和基本路线，选举理事会及党的主席、副主席、司库和干事长。理事会是党代会休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18人组成，负责政治决策，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党参议会由各州党的联合会的代表以及党内各利益团体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在党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负责党内协调和调解。

民社党/左翼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党是不反共，不准备在自己的队伍中放弃民主——共产主义的立场”。在内政方面主张：要求德国社会向“民主的、社会的、生态的、公民的社会转变”，实现公正、人道主义和民主：加强基层民主，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取缔法西斯组织和极右组织，允许外国人获得选举权和双重国籍；主张建立“社会和生态的市场经济”，扩大就业，停止使用核能；支持改革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振兴东部经济，完成德国内部统一。在外交方面主张：反对北约和欧盟东扩；反对德国军队参与国际军事行动，但不反对其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使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要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决定欧盟的发展；支持独联体及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重视发展与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关系。

二 选举制度

德国的选举制度，经历了从限选制到普选制、从不平等选举到平等选举、从公开选举到秘密选举、从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的漫长演变过程；在150年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不断地提倡民主和科学。早在1848年4月，全德进行了第一次选举，当时的选举在各邦分别进行，实行两级选举，而且只有男子享有选举权。选民选出二次投票人，然后从二次投票人中选举代表，每5万居民选出1名代表，全德共选出573名代表。这些代表于同年5月18日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全德国民议会。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的全德国民代议制机构。1850年1月颁布的普鲁士邦宪法规定，普鲁士实行以财产资格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即选民按纳税额划分为三等：第一、二等纳税最多，为少数大的有产者，约占选民总数的20%；第三等纳税较少，属中等有产者，约占选民总数的80%。三个等级选民分别选出同等数量的复选人参加普鲁士下议院议员的选举。1867年4月颁布的北德邦联的选举法规定，在全邦联进行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同年4月16日颁布的帝国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按照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制选出，但是25岁以下的男子、25岁以上领取贫民救济金的男子以及妇女、军人都没有选举权。实行单选区二次投票制，即每个选区只选出1名议员；第一次投票，得票过半数者当选；如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二次投票，得相对多数票者当选。另外，普鲁士等几个邦，甚至不执行宪法规定，仍采用三级选举制而不是宪法规定的直接选举制。1919年8月颁行的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德实行比例选举制，公民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女子首次获得了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魏玛宪法的颁行为德国奠定了现代选举制度。

1949年创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基本法》的制定者对未来的德国采取何种选举制度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张采用单一选区多数选举制，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则主张采用比例选举制，最后达成妥协，实行多数选举制与比例选举制相结合的选举制度。1956年5月7日德国颁布了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法，至今仍然有效。该选举法包含了联邦德国成立初期的两部临时选举法的核心内容，增加了通信选举的规定。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后来《选举法》进行了3次较大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1993年7月21日。较大的修改是：调整了选区的划分，对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做了新规定。该选举法全文9章55条。德国现行选举法具有下列三大特色：（1）选民依法拥有两票。同一张选票上的两票用不同颜色表示，分别投给选区候选人和所选的政党，两票的选举对象互不影响。（2）联邦议员总数的一半按多数选举制原则选出，另一半按比例选举制原则选出。（3）对参选政党实行5%的限制性条款，即参加竞选的政党所得选票，以全联邦（即全国）为统计单位，少于5%或未获得3个直选议席者，便没有资格参加联邦议院议席的分配。

选举一般都要经过选民登记、提名候选人、竞选、投票、计票和当选等重要阶段。选民登记是基层选举机构依法办理公民参加选举的重要程序之一。德国实行义务登记制，选举法对选民资格从国籍、年龄和居住时间方面做了限制性规定。选举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按《基本法》的相关规定拥有德国国籍的所有德国人享有选举权；而德国选民年龄的限制趋于年轻，目前为1976年规定的18岁；对选民的居住资格，选举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离联邦大选日至少有3个月在德国有住宅或常住德国。另外，在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生活的德国人，在最近10年中至少在德国连续生活了3个月者也具有选民资格。

对候选人的资格限制，要比对选民资格限制多一些。选举法第15条第1款规定，至联邦大选日年满18岁、按《基本法》第116条第1款规定的至少拥有德国国籍1年的男女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但是，为了确保公共权力的分权制衡原则，防止议员在政治或经济上依附于政府或个人，或有人利用其地位与权力对选民施加压力，现任国务秘书（不是议会国务秘书）以下的各级常任文官如想参加竞选议员，必须先辞去文官职务。在德国，议员候选人往往由政党提名。原来就已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想继续参加竞选，必须经联邦选举委员会书面确认其政党地位，并在选举日之前47天向联邦选举监督人书面声明参加竞选，才能以政党资格提出议员候选人。新参加竞选的政党，除必须履行上述手续外，还必须首先征集到至少200名选民签名支持其竞选，在呈递议员候选人名单时还必须另外再交多达2000名选民支持其竞选的签名书。各政党领导对候选人提名没有多大影响；相反，如果政党总部推荐某些候选人，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那些在联邦议院中已据有议席的政治家最有机会再次被提名。

选区是选举的区域单位。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选区大致分为两类，即小选区制和大选区制。小选区制就是每个选区只选出1名议员；大选区制又称复选区制，每个选区选出议员2名以上，可以采用比例代表制或者多数代表制计算选票。德国采用小选区制，全德划分为328个选区，平均每个选区不少于22.6万居民，每个选区只可以选出1名议员，每个参加竞选的政党只可以提出1名候选人。

选举机构负责选举的准备和实施。德国常设选举委员会由联邦总统任命，其任务只是负责选区的划分。真正的选举机构在选举前6个月才成立。选举机构分为三级：联邦选举总监和联邦选举委员会；州选举总监和州选举委员会；县（含县级市，下同）选举总监和县选举委员会。选举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时担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举机构的成员。各级选举委员会的会议都公开举行。各级选举委员会副总监及其成员和书记员，在选举工作中不得表现出党派倾向。

选举费用是国家庞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最初联邦议院选举时，能进入联邦议院的各政党每获得一张选票可以获得国家补贴2.5马克，1974年提高到3.5马克，1984年为5马克。随着政党竞争的日趋激烈，各个政党开始职业化组织竞选活动，并且向主要还是“处女地”的乡镇地区进军，使竞选费用越来越高。1980年第9届联邦大选时的竞选费用为5000万美元，1994年第13届联邦大选时便上升到2亿马克之多。加之各政党机构臃肿，还要支付那些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从而使政党的经费开支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之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初期，社会民主党主要用本党的党费来支付一切开支，一些小党则依靠捐款。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捐款问题引起了联邦宪法法院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违宪调查。到80年代，联邦对政党经费收支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不断有新问题出现，引起社会的激烈争论。联邦总统于1994年2月批准了政党经费开支的新规定，其中关于选举费用的规定是：给那些在欧洲议会和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0.5%选票、在州议会选举中获得1.0%选票的政党，每一张有效选票提供1马克的竞选活动经费（前500万张选票每张1.3马克）。但每个政党所获得的国家对竞选经费的补贴不得超过政党自身筹集的资金总数（相对最高限额）。

三 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德国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形式的，更重要的在作用上是一种有效补充，也是多元化政治文化的反映。它对于德国的现实政治和联邦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都有重大的影响，它与政党一起被视为“第二圈的政策制定者”。

德国的现代利益集团出现在19世纪初。当时，封建的阶级社会正在瓦解，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上角色的日益异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于是，手工业同业公会于1820年、美因茨印刷业联合会于1848年相继成立。1848年革命后诞生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明确规定德国人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后来，1867年北德邦联的工商管理条例又进一步规定，工会和雇主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协会和手工业者联合会先后问世。不久，德国工业中央联合会（CVD）又于1876年成立，这是第一个全国性最高层次的联合会。于是在德皇统治时期，便在全国实现了利益集团的组织化。1916年12月《救助祖国法》颁行后，正式确认了工会是工人的代表组织。著名的《魏玛宪法》对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功能做出了历史性的规定，该宪法使社团组织不但实现了行业化，而且实现了宪政化。二战后，德国西部地区通过对社团组织的整顿与重建，利益集团被纳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法制轨道。

在德国，社团名目繁多。共同的社会追求、共同的兴趣爱好、甚至共同的生理特征或面临相同的生活境遇，都可以使人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一个社团。据1988年调查，年满14岁的德国西部公民，有58%的人参加社团。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章程并在行政法院备案，所以社团又称“注册社团”。德国的利益集团有几十万个之多，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其中以经济与劳工界的利益集团影响最大，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l）、德国雇主联邦联合会（BDA）、德国工商大会（DIHT）和德国工会联合会（DGB）等四大利益集团。

德国工业联合会会员约有14万个工业企业单位。该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强有力地代表工业企业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它组织严密，实力强大，对德国的立法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甚至对联邦政府的人事任免都有重大影响。该联合会的实权掌握在理事会和主席团手里，它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德国工业界最著名的大公司，如蒂森、拜耳、奔驰、赫斯特、西门子、弗里克等公司的老板、总经理和经济界著名人士。他们除了与联邦政府各部保持密切的工作往来以外，还通过领导人与联邦总理、联邦部长的接触影响联邦政府的政治决策。

德国雇主联邦联合会，俗称“资本家联合会”，它是德国经济的真正“老板”。其主要任务是直接代表雇主的社会政治利益，负责处理劳资关系，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施加影响。雇主联邦联合会的前主席保尔森称它为企业家联合会的“总参谋部”。该联合会组织结构上实行双轨交叉制，即各州设立州级雇主联合会；同时，在各州范围内设立行业雇主联合会。该联合会拥有887个行业雇主联合会和16个州雇主联合会，实行集体会员制，不接受雇主个人加入联合会。组织十分严密，联合会总部下辖11个部和20个专门委员会，并且出版专门刊物《雇主》。它的权力机构除代表大会外，还包括由76人组成的理事会和31人组成的主席团。主席团的构成分子有两大特色：一是工业界的雇主占多数，以保证其政治优势：二是主席团成员与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团成员人士相互交叉。

德国工商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就它的下属协会关心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交通政策、培训政策以及其他涉及工商企业界权益与发展的各项政策，向联邦议院、联邦政府及有关联邦当局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对联邦政府的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维护、保障企业家在国外的经济权益。它在几十个国家设立了德国工商大会办事处，承担着德国进出口贸易中76.4%的工作任务。

德国工会联合会于1949年由17个行业工会共同组成，其中最强大的行业工会有：冶金工业工会，公用事业、运输和交通业工会，以及化学、造纸和陶瓷工业工会。各行业工会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拥有与雇主平等谈判缔结工资协议的权利。德国工会联合会只是全国性的工会协调机构，它代表各行业工会的社会、经济、福利、文化诸方面的利益，捍卫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保障劳工的劳动与社会权益；提出财产形成政策、经济景气政策、结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在欧盟组织机构中的劳工代表政策；协调各行业工会的重要政治行动；并作为雇主联邦联合会的主要社会伙伴，共同维护德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工会联合会和各行业工会与联邦政府和各大财团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上一直倾向于社会民主党。

除此之外，还有社会领域的利益集团，如德国妇女委员会、德国大学生服务会、德国红十字会、被驱逐出家园者联合会等；业余休闲领域的利益集团，如德国体育联合会；文化、宗教、政治、科学领域的利益集团，如德国新教教会大会，天主教徒中央委员会，德国科学家联盟和德国作家协会等；以及其他领域的利益集团，如德国城市大会等。

在国家与公民的中间环节、组织社会多样化利益、补充代议制民主等方面，这些利益集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利益结合、利益聚集与选择、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利益集团施加政治影响的重点对象是议会、政府和政党。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和隐蔽的，有合法和非法的。就公开的和合法的手段而言，主要有正面建议和咨询、直接游说和间接游说、抗议和诉讼等几种方式。近年来利益集团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利益集团不仅网络化程度提高，而且正提升为国际性的；二是利益集团为吸引更多成员，不但努力为其成员提供“优质服务”，而且加强了其成员在内部政治意志形成中的参与性。




 [1]
 〔德〕库特·宗特海默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的特色》（德文第8版），慕尼黑，1980，第211页。


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魏玛共和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和纳粹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这些都促使东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二战结束之际思考德国经济体制的弊端，美、英、法等盟国的领导者们也在思索如何改造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经济体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的1943年8月，美、英魁北克首脑会议就曾考虑接受一个彻底改造德国经济的“摩根索方案”。该方案是由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它的基点是“强大的欧洲，虚弱的德国”论，即主张把德国经济改造成在欧洲经济中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二流经济。为此，该方案主张拆除德国所有骨干企业，由工业国家重新改造为农业国。这种“非工业化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西方舆论的强烈谴责，未及实施便归于流产。到占领之初，所确定的方案是“限制工业计划”。这个计划对德国仍然极为不利，因为它确定单是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就应拆除1546家骨干工厂，将德国的生活水平降低到1932年的水平，将其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削减到大约为1938年水平的50%～55%，其中钢的生产能力仅为1938年水平的1/3，车床生产能力仅为1/10。此外，有些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工业完全被禁止，如远洋船舶、飞机、合成汽油和橡胶工业等。

但是，上述方案随着冷战气氛的出现很快被修改乃至放弃，并提出了改造德国经济的新原则，即“一个有秩序的富裕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的和有生产力的德国进行经济合作”。与此同时，对西部德国经济的扶植性援助政策也正式出笼。1947年6月，美国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是把德国作为未来欧洲复兴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西方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上述转折，为德国西部地区的重建和体制改造奠定了前提条件。

西部德国经济体制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进行改造的序幕是由货币改革拉开的。货币改革始于1948年6月。在此之前，德国经济陷入全面混乱之中。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基本生活资料严重匮乏，黑市交易和物物交换盛行，配给食品远远低于人们的最低生活需求。事实表明，重建德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纠正扭曲的价格，而这些又有赖于一种正常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货币体系的确立，因此，货币改革成了德国由统制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1948年6月20日，美、英、法三个占领区同时颁布法令，宣布废止旧马克，发行新马克，每个公民按1∶1的比价分2次兑换60马克新币，并对银行存款按10∶1（个别地区按100∶6.5）兑换新币，其中50%予以冻结。上述货币改革的第一个成果，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一夜之间减少了90%以上，“立即消除了混乱和道德败坏的‘伪造货币’，为形成反映市场真实情形的价格创造了稳固的计算基础”。这个成果是以后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几乎是与货币改革同时开始的。在采用新马克6天之后，西方国家占领区的准议会——“经济管理委员会”便通过了第一个价格改革法令：《关于货币改革后经济管理和价格政策准则的法令》，正式宣告了价格改革的开始。该项法令授权联合经济管理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逐步取消对主要商品的价格管制。价格改革涉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取消基本消费品的配给制，另一方面是取消价格管制。价格改革的最棘手问题不在于放开物价本身，而在于放开物价后如何对付抢购风和通货膨胀，能否抑制通货膨胀就成了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德国联合经济管理局的对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坚持稳定通货的政策。在新马克发行中，始终坚持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废止了旧马克中居民存款冻结部分的75%，而且还大力压缩了公共部门的非生产性开支。几乎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当局颁布了新的税法，间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意在鼓励资本的形成，增加投资和生产。所有这些措施，加上价格改革本身的作用，都使西部德国经济的供给状况大为改善。虽然相当一部分商品市场上，仍然是卖方占优势地位，但买方市场正开始形成，这是价格改革初获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1951年，也就是联邦德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西部德国的货币改革和价格改革取得完全成功，其标志是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供应方面都形成了买方市场，改革促成了经济的迅速恢复。货币和价格改革的成功，使联邦德国顺利实现了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新的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以路德维希·艾哈德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作，被冠以“社会市场经济”的名称。不过，1951年时这种经济体制还刚刚开始形成，而真正的体制转型一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项。

第一项改革是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赋予中央银行以决定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全权。1957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则为这样一种中央银行体制确立了法律基础。《联邦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和维护马克的币值稳定、发行货币、代理联邦财政收支、保管公共企业的资本、管理外汇等。联邦银行管理委员会所有董事，须经联邦政府提名、中央银行委员会听证后，方由联邦总统任命，任期8年。他们比联邦政府首脑任期长一倍，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委员会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但同时给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政策协调留有余地，它规定联邦银行有责任向政府提供货币政策方面的信息；联邦政府的官员有权参加中央银行委员会的会议，可以要求就某一货币政策问题延期两周表决，但政府代表没有表决权。同样，联邦银行代表有权参加政府的财政计划委员会和银行行情委员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只能提出建议。

第二项改革集中在市场秩序的维护上，具体措施是限制垄断组织的反竞争行为，重建并维护竞争性市场。1957年7月议会通过《反限制竞争法》，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反限制竞争法》的颁布标志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该法案对垄断组织或协议并非一概禁止。它宣布只禁止和取缔那些“限制竞争”、“影响生产或商品流通的市场环境或工作效率”的卡特尔行为和协议，而对那些有利于提高一个行业生产效率或发展的卡特尔协议则给予例外。根据该法案设立了联邦卡特尔局，具体负责该法案的实施。它有权起诉并惩罚违反《反限制竞争法》的企业，批准合法卡特尔组织。

第三项改革是建立一系列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和收入平衡的机制，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工参与制度等等。社会保险制度涉及的范围较广，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到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应有尽有。养老保险以享受保险本人贡献多少为转移，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则以政府支付为主。劳动保护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职工的基本权利，鼓励职工参加工会等自我保护性组织；工人参加工会，依靠工会组织的联合进行集体谈判，不被视为卡特尔行为；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具体的立法，规定各主要行业的工时、解雇职工的条件等等。职工参与制度又称“共决权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独创，它起源于战后初期的解散康采恩改造过程中。联邦德国成立后，便把建立职工参与制作为推行“工业民主化”目标的主要手段加以推广。1952年颁布的《矿业和冶金企业参与法》明确规定，在这两个行业，企业董事会劳资双方各自应占50%的席位。同年颁布《企业法》，也规定工人有权参与私营企业的某些管理活动。

最后是建立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三级分税制。根据《基本法》赋予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联邦德国从成立之初就开始建立与事权相一致的一系列三级分税制。按照这种制度，三级政府各自有固定的收入渠道：乡镇（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工商税和地方税以及州政府的补助；各州可得到一般财产税、遗产税、车辆税和部分所得税、团体税；联邦政府则得到部分所得税、团体税、全部的关税、销售税和各种消费税。地方之间和州之间由于经济差异所产生的收入差异，则通过联邦和州一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实现平衡。各级政府也承担一些基本经济责任。三级分税制的建立使联邦德国的财政体制与政权体制实现一致。

上述改革最终促成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型，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作“社会市场经济支柱”的那些体制框架，几乎全部建立。改革之初制定并写入联邦《基本法》的、“与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义密切相关的三个社会目标，即社会平等、社会安全和社会进步”，得到了体制上的保证：反限制竞争、职工参与制保证了社会经济参与的平等权利；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公民的生活安全；维护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因素，这样就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般认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60年代初基本成型。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成了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联邦德国经济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1950～1960年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联邦德国GNP增长了1.2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8.5%，创西欧国家最高纪录。1960～1965年间，GNP又增长了62%，年平均增长率为5%。在此期间，以市场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由1602马克上升到6060马克，增长3.78倍。同一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也保持在低水平，前者从1951年的7.7%降到1960年1.4%，1965年也仅为3.4%；60年代失业率也一直在0.5%以下。体制转型不仅促成了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还使这种经济与国际经济尤其是西欧经济融为一体。另外，还大大提高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使它有可能推行低关税政策，以换取贸易伙伴的市场。

不过，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恢复过程中，联邦德国的经济也恢复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增长与收缩的特征。60年代中期之前，联邦德国经济曾经明显地出现过三个周期：1950～1954年、1955～1958年和1959～1963年。在这些周期的经济收缩期，只是出现个别部门的衰退，经济活动出现相对而非绝对的收缩，经济总状况仍呈扩张趋势。但是，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周期越来越与西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致，周期的谷底和收缩表现为真正的衰退。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末，联邦德国经济发生了三次全面的衰退：第一次发生在1966～1967年第三季度期间，这次衰退直接导致艾哈德政府下台，称其为“艾哈德衰退”；第二次发生在1974～1975年间。这次衰退是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它实际上达到萧条的程度，而且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这次萧条也表现为“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第三次严重衰退发生在1980～1982年间，这是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严重的一次萧条。1980年下半年发生萧条，结果使全年工业生产呈零增长，部分工业产量大幅度减少。在此期间，失业率由1979年的3.3%猛增到1981年的5.5%、1982年的7.5%和1983年的9.1%，创战后最高记录。与此同时，通胀率也居高不下，1981和1982两年都在6%左右，也是战后货币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

60年代中期的经济全面衰退，促成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向“左”转，即在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两种选择上，从一味强调前者变为既强调前者也强调后者。改革最突出的特征是吸纳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政策主张，赋予政府以干预宏观经济的某些权力。1967年6月通过的《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被称为“现代中期经济干预的伟大宪章”，联邦政府获得了干预经济的各种手段：它有义务制定五年财政计划和中期公共投资纲领；借助联邦银行的经济平衡基金停止支付联邦和各州的预算资金等。

8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衰退，促成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以来第二次较大幅度的体制调整。科尔政府明确宣布：“新政府的经济革新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后来的事实表明，科尔执政的16年，的确是按其所宣布的这一方针进行的。1998～2005年执政的施罗德政府，面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2010年议程”，试图改革劳动力市场、保险医疗、养老保险和科教体制以实现“德国现代化”。但施罗德本人却被这一改革浪潮冲下了政治舞台。令人瞩目的是，默克尔政府基本上沿袭了前政府的改革路线：压缩公共开支规模和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

第二节 “经济奇迹”与“德国病”

一 “经济奇迹”与德国经济的三个发展阶段

从1951年迄今，联邦德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1～1966/1967年经济危机之前，这是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即西方通常称之为“经济奇迹”阶段。为了实施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联邦德国在这个阶段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例如1951年和1952年有关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法律，1957年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和《反对限制竞争法》，1961年的《对外经济法》等等。在这个阶段中，新兴的工业部门相继建立并迅速发展，古老的工业部门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也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进行改造并取得显著的成果；经济发展速度迅速，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50年实际增长了2倍，每年递增7.1%，国民生产总值又一次超过法国和英国，重新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从1966年经济危机到1975年经济危机之前，是德国经济的中速发展阶段。1966～1967年经济危机是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一次全面性的生产过剩危机。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66年下降0.1%，工业生产下降3.2%。这一年，联邦德国制定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标志着联邦德国的国家垄断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成为总体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这个阶段中，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被日本超过而退居西方世界第三位，但在工业品的出口和黄金外汇储备方面都跃居西方各国的第一位。经济发展速度虽较前一阶段放慢，但在1967～197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尚为4.6%。然而，联邦德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日益暴露出来。

从1973年起，德国经济进入缓慢发展阶段。1973年年底联邦德国陷入战后第二次全面性生产过剩危机。1974年和1975年的工业生产以及197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大幅下降。危机过后，回升乏力，1980年又爆发了战后第三次全面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联邦政府在1980年11月对联邦议院发表的政策声明把革新、结构改革、投资和竞争作为80年代的“巨大希望”，强调为了使商品的竞争能力不至于削弱，必须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保持其经济现代化；而为了增强革新和竞争的能力，联邦政府将继续重视推动研究与发明工作，尤其是对整个经济有特别重大意义或风险特别大的部门的研究与发明工作。80年代和90年代的2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9%，是50年代的1/4、60年代的2/5、70年代的1/2。20年中有半数年份的增长率是负数（1982年为-1.1%，1993年为-1.2%）。德国经济曾经作为“经济火车头”驰骋在欧洲大陆，风光无限。但时过境迁，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缓慢发展的形势已更加明显，经济增速不仅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边，而且在欧盟国家中也排在后边，大体上与意大利齐名。德国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跌至欧元区的榜尾，仅比芬兰好一些（芬兰名列倒数第一）。

二 “德国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两个德国统一以来的十几年间，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出现了所谓“德国病”，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1）失业率不断攀升，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失业率在10%以上，最高时达14.8%（1992年），失业人数超过400万，这显然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周期性问题变成结构性和社会问题，它不随经济发展变化而变化，或变化很少，而始终处于高水平。严重的失业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是靠政府失业救济的人口增加，家庭收入和开支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直接造成国内需求疲软。失业拉了消费增加的后腿，也拉了国家对经济发展支持的后腿，引起经济发展力度的不足。

（2）国内需求不振，特别是私人消费更是今不如昔，这是德国经济发展缓慢并逐渐与英国、法国的经济形势发展不同的重要原因所在。比如2001年，德国私人消费只增长1.2%，而法国和英国则分别为2.5%和3.6%。尽管德国为刺激需求的增长实施税收改革，但德国人的消费行为未见大的起色。政府对消费者课以高额的机动车使用税及生态税，使在其他领域的降税措施黯然失色，挫伤了人们的消费热情。而在法国，由于政府减税、特别是降低石油税，刺激了国民的消费。英国消费者也显然从英国中央银行降低主导利率等措施中得益。私人消费与出口曾经是德国经济增长依赖的两个轮子，由于私人消费这个轮子作用的逐渐消失，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3）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生产成本上升，最明显表现为劳动费用较高。例如，2005年欧洲统计局公布对欧盟国家劳动成本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在工业和服务行业，欧盟国家每小时的平均劳动成本为22.7欧元。其中葡萄牙的劳动成本最低，每小时8.13欧元；德国高达每小时26.54欧元，仅次于丹麦的每小时27.1欧元；新加入欧盟的10个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劳动成本为每小时4.21欧元。德国每小时平均劳动成本为原15个成员国中最低的3倍多，为新加入欧盟的10个中东欧国家平均劳动成本的6倍。

（4）在企业设备利用不足的情况下，投资率处于停滞状态。设备利用率状况是衡量企业是否兴旺、业务是否发展、利润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企业设备闲置的情况下，企业兴旺、业务发展、利润充足显然是很难的，也就必然影响到企业投资活动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德国企业设备利用率已降至85%以下；企业投资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20%左右，最高的年份为1995年的23.4%，最低的年份是1998年的20%。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投资率也一直徘徊在17.5%上下，而且投资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更新设备和设备零部件的开支大大增加，而扩大生产力的厂房投资有所减少。这是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重要方面。

（5）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增长率，成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90年代初两德统一后，当时的科尔政府认为，只要为东部地区输入大量资金，就像战后“马歇尔计划”对西部地区输入资金所起的作用那样，东部地区经济的振兴便指日可待。然而10余年过去了，在每年向东部地区输入上千亿马克资金后，东部地区经济的振兴并没有出现。相反，除90年代初短暂的几年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增长率，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此外，政府的另一项措施，即将原民主德国企业托管后再出售的办法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6）建筑业长期出现严重的危机。作为重要工业部门的建筑业，自70年代初生产达到战后发展的顶点以来，就处于下跌趋势。2002年德国建筑业的情况最糟，其下降幅度达3%。当年建筑业的产值为2550亿欧元（1995年价格），比上年少约100亿欧元。最近几年，这种下降趋势日趋严重，每年以1%的速度下滑。

三 德国当前经济状况

尽管如此，当今的德国依然排在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前列，经济总量位居欧洲首位，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强国。作为欧盟内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最重要的市场，2005年德国实现了22434.6亿欧元的国内生产总值（BIP），相当于人均27193欧元。从国际比较来看，德国人均生活水平很高：工人月均毛收入为2500欧元，职员为3400欧元。德国也以物价稳定政策而著称——2005年通胀率为1.9%，2006年为1.8%，这一成就首先是建立在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德国的出口总额达到7827.6亿欧元（2005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3，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因而被视为“出口世界冠军”。对外贸易的发动机主要是工业，约占出口总额的84%（2005年）。这样，德国经济立足全球的程度非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比拟。德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是：德累斯顿（纳米和微电子技术）、鲁尔区（向高科技和服务中心转型中的工业区）、慕尼黑大区、斯图加特（高科技、汽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金融）、科隆、汉堡（港口、空中客车飞机制造、传媒）和莱比锡。

表4-1 1991～2005年德国东部经济恢复状况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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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2005年西方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年1月。

表4-2 2003～2007年德国经济发展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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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2002～2007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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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德国经济必须应对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社会福利体制领域和劳动力市场方面。2005年底西部失业率为9.4%，而5个东部联邦州则达到了17%。另外，重新统一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每年对东部地区的投入达800亿欧元。因此，过去几年中的实际增长率一直都在1%上下波动。

第三节 农业、林业与渔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土地总面积为近3600万公顷，大约一半用于农业，另一半为森林、草场等。和其他的经济领域里的情况一样，在近50多年中，农业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变化。

一 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作用下，德国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德国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集约化程度高，国家给以高补贴，基本上实现主要农产品自给自足（除了蔬菜和水果主要依靠进口外），农业生产率较高。德国农业是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化的农业。首先没有大量的、笨重的体力劳动，农田上的劳动绝大部分由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来完成；其次是农村城市化，农村居民从住宅的建造到各种家用电器的使用，与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多大的区别；第三是各种社会设施齐全，包括学校、医院、邮局、银行等；第四是交通便利，建造得比较好的村级公路把所有的村与村以及乡村与市镇联系起来。

德国的农业企业规模较小，大部分为家庭农场。根据2005年的统计，德国农业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现有农业企业42.5万个，其中83%的企业经营的土地面积不足40公顷（600亩）。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节省了大批劳动力，完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为22万，大部分的农业企业人员从事除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第二职业），并且将第二职业作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与企业和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相反，农业生产率有了提高：1950年一个农业劳动力仅能供养10个人，2005年则能供养127人。尽管生产率如此迅速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发展仍跟不上工商业。德国西部各州农业的特点始终还是农民经营的家庭企业。2005年全部企业的84%经营的土地面积平均不到50公顷。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这里的第二职业，即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业之外的经济活动。

从销售收益方面看，最重要的农产品是牛奶、猪肉、牛肉以及谷物和甜菜。有些地区某些特殊作物，如葡萄、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园林作物也起着重要作用。农作物生产销售收益的40%为园林作物所得。德国栽培葡萄的历史悠久，德国生产的葡萄酒世界闻名。葡萄大多生长在山坡上（60%），其余的在山谷或平原地带。莱茵河的上、中游地区及美因河、内卡河、摩泽尔河的下游及易北河上游地区都是有名的葡萄产区。全国葡萄种植面积为10.7万公顷，有7.7388万个农场种植葡萄，其中大型农场较少。在5.61万个专门种植葡萄的农场中，76%农场的种植面积不足1公顷，19%的种植面积在1～5公顷之间。德国主要生产16种白葡萄（占葡萄种植面积的84%）和4种红葡萄，其中以米勒-图尔高、雷司令以及西尔万纳是酿制葡萄酒的三个最优品种。德国的啤酒花产区固定在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莱茵兰-普法尔茨、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等州。其他地区不允许生产啤酒花。德国每公顷啤酒花的产量大体上介于1500～2000公斤之间。啤酒花及其制品（花粉和浸出汁）的99.5%用于啤酒生产，其余用于制药。在正常年份，德国有近70%的啤酒花出口到100多个国家。

德国东部各州农业企业的结构改革已经大体上结束。2005年，农业个体企业数量比1991年只有少量的增长，占全部农业企业数量的大约4/5，只经营着德国东部各州农业耕作面积的不到1/4。同样略有增长的是私人公司的数量，从1991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大约有2670家私人公司利用农业耕作面积的大约1/5。和其他的企业形式相比，法人式农业企业的数量最近15年变化不大，这些掌握在法人手里的大约2670家企业，2005年经营了一半以上的农业耕作面积。总体上而言，企业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至2005年，通过企业参股和新建，从原民主德国4650家合作社和国营大型企业中发展出了大约9.7480万家农业企业。

德国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畜牧业十分发达，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结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60%以上。在畜牧业生产总值中，又以养牛业所占比重为最大，约占65%；养猪业次之，约占24%；禽类产品约占9.4%。养牛业的收益中，66%来自牛奶，34%来自牛肉和小牛肉。这种农业结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调整发展起来的。第一，从自然条件和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德国雨水多，日照时间少，山地和沼泽地多，不利于耕种，而适于牧草或饲料作物的生长。种植牧草和饲料、发展畜牧业是提高土地能量转换率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加绿地覆盖率，涵养水土，净化空气；第二，这种生产结构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为人们提供高质量、高营养的乳肉制品，在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产值；第三，这种农业结构有利于走农业良性循环和农业持续发展的道路。德国家庭农场多以养畜为主，兼营种植业，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有许多农场只施用有机肥或有机肥的施用超过化肥，使畜牧业和种植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减少了化肥施用过多对土壤与环境的污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德意志国家鼎立而治，两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截然不同，使其畜牧业也相应形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个区域，直至1990年两德统一，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目前，德国畜牧业在养猪、养家禽、养羊等中、小动物方面完全靠市场调节，政府不干预；而在其主导产业养牛业方面，因受欧洲联盟配额限制，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奶牛业，政府完全实行配额管理，政府主要根据农户的土地面积制定农户饲养奶牛的头数。在配额内生产的牛奶，政府按计划收购，每千克0.1～0.15欧元，配额外的牛奶则只按价格的1/10收购；如果按计划进行生产（即不超过配额），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不同性能的牛补贴标准也不一样，如公牛一头一年补130欧元，商品肉牛补25欧元，种、母奶牛补贴最高。

德国畜牧业的经营模式以规模化为主，无论中小型或大型饲养户，目前都向规模化发展，即饲养户数减少，而每户饲养头数逐年增加，总的来看全德牲畜饲养量每年持续增长。原联邦德国奶牛大户一般饲养成年乳牛100头左右；原民主德国畜牧企业则沿袭计划经济下公有制企业以大型为主，饲养成年乳牛规模可达千头以上。原联邦德国不提倡超大型企业，黑森州饲养量在70～100头的企业比重大，一般占地30～50公顷，效益较好。养猪企业饲养规模在1000～1200头的户数比重大。卡斯派尔农场的农户饲养存栏乳牛230头，其中成年乳牛96头，年销售收入97万欧元，税后纯利润5.2万欧元。

德国的畜牧企业一般为私有制企业。全德16个州约有11.66万个农业企业，其中养牛企业8.9万户，养猪、马、羊企业0.5万户。黑森州有2.7万户农业企业，其中2518户养奶牛，668户饲养肉牛。巴伐利亚州有181个蛋鸡企业，饲养蛋鸡390万只。原联邦德国地区的牲畜饲养主要是在较小规模内进行的。所谓的农业工厂属例外情况：2005年，大约81.5%的奶牛在存栏数100头以下的牧场中饲养；80%以上的喂养催肥猪饲养地的存栏数不到1000头。

除生产粮食和肉类产品外，农业在人口稠密、高度工业化的联邦德国还额外地负有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其中包括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特别是物种的多样性、地下水、气候和土壤；保护有吸引力的风景区作为休养生息和经营的空间；为化学技术部门（工业和商业）以及为能源经济提供农业（“再生型的”）原料。为此，统一后的德国农业政策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使农业企业有独立做出企业经营决策的自由空间。尽管当今的大部分农业政策方面的决定在欧盟一级做出，但是一些重要的职权，如农业环境政策和有限范围内的农业结构政策，并未完全交给欧盟。联邦政府与各州一起资助在农业企业中的投资措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土地整理和村庄重新划界等。此外，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企业能获得特别的资助费用，以提高当地的社会福利。对于自营的农场主及其家属，联邦政府也制定了一个独立的、适应农业居民需要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使投保者在疾病、护理需要、工伤事故、残废或死亡以及上了年纪的情况下得到保障。

目前，德国农业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困境。总的来说，德国农业在近年来收成不好，猪肉价格下降导致相关企业利润暴跌，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德国农业经济亏空日益严重。造成德国农业困境的因素，首先是农业产量下降，年景暗淡。其次，市场竞争激烈。低价产品冲击奶牛饲养者，冲击牛肉的生产和加工企业。连锁店激烈的低价竞争策略无疑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再次，从事生态农业的生产，引起农民增加投入，从而增加生产成本。因为要取得新的生态农业的标志，就需要实施较高的生产标准，就需要增加投入，进而导致一些开支增加、价格压力加大及进口的增加。另外，最近政府出台的楼房折旧率降低到2%的政策，也将对农业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折旧减少势必占用更多的资金，这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入。1998年德国农民在每公顷土地上的投入是650欧元，目前不到500欧元，投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业企业的发展，并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二 林业

德国是欧盟中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德国国土面积近1/3被森林覆盖，森林覆盖率为30%，计1080万公顷。德国的森林是世界上保护和治理得最好的森林之一。森林最多的两个联邦州是约占总面积40%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黑森州；森林最少的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森林覆盖面积约为9%。

德国森林中约2/3是针叶树种（主要是云杉和松树），1/3是落叶树种（主要是山毛榉和栎）。分布最为广泛的树种是云杉，最常见的落叶树是山毛榉。森林对环境和人类的保护及其在疗养和休闲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更是无法估计。在统一前，联邦德国地区每年的木材产量在2800万～3000万立方米之间，约合15.4亿欧元；民主德国地区1988年的木材产量约为1000万立方米，统一后，其产量明显下降。德国是木材的进口国，国内每年生产3000万～3500万立方米的木材，进口6000万～7000万立方米的木材和木材制品。

森林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木材原料，它也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的休养地。此外，森林通过蓄水、防风、净化空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和雪崩，对土地、空气和气候产生有利的影响。通过有目的地培育阔叶林和混交林，可以增加林木对恶劣环境和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因此阔叶林和混交林如今大约占德国森林面积的60%。

德国每年砍伐的木材明显地少于同时期新生的林木量，因此目前木材储存量正在不断增加。德国靠进口来满足其对木材及木制品的需求，虽然在原木方面为净出口，但在半成品及制成品方面，进口明显超过出口。通过不断提高的对外贸易以及全球的联系不断扩大，木材贸易总额的60%以上是同欧盟其他国家进行的。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德国各林区的受损情况越来越严重，森林受害情况大面积发生，在短短几年之内几乎涉及所有树种。最新的森林受害外部症状是树冠光秃变黄，这种新型林害是由生物与非生物因素的综合性原因造成的，其中空气污染起了关键作用。虽然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措施，在保持空气清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有害物质对森林和林地土壤的危害始终极为严重。90年代以来，整个联邦范围内的森林状况总的来说有了较大好转。

三 渔业

与农业一样，渔业在最近几十年内也发生了结构变化。世界各地的沿海国家将其捕鱼区扩大至200海里。传统的重要渔业资源由于过量捕捞，还由于无节制地采用现代化的捕捞方法而大为减少。鉴于这一发展，德国的渔船队急剧缩减。德国最重要的捕鱼区是北海，其次是波罗的海、西不列颠水域和格陵兰水域。德国现有捕捞船总吨位为11.84万吨；在大型远洋捕捞船队中，有13艘冷冻船和8艘活鱼捕捞船，总吨位为4.06万吨。有1600条渔船从事近海捕捞，其中250条船用于捕虾。在波罗的海活动的大约850艘近海渔船中，3/4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近海船队。

德国远洋和近海渔业捕捞的种类主要有鲱鱼（1991占25.5%）和鳕鱼（1991年占15.6%），此外还有鲽、鳎及小虾。大纽芬兰海滩和格陵兰海域鳕鱼资源因气候变化大大减少，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鳕鱼和宽突鳕资源急剧下降，德国大部分渔船因此不得不停止捕捞。虽然大西洋东北部和巴伦支海的鳕鱼资源在今后几年中将呈现好的景象，但由于德国捕捞船队在这片水域获得的配额太少，不足以补偿它在大西洋西北部的损失。

由于长期过量的捕捞，德国同其他北海沿岸国家一样，面临渔业资源逐步减少和枯竭的威胁。此外，德国还只有在欧盟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克服由国际海洋法的变化引起的对其渔业生存的威胁。欧盟内部的捕捞定额规定了各国的捕鱼量并确保鱼类的生存。欧盟新的共同渔业基本法规进一步强调了迄今为止的共同渔业政策的基本要点，其目的是在可利用的海洋资源与捕捞能力之间建立一个均势（通过保护蕴藏量和削减渔业费用），从而保证渔业在生态与经济方面长期合理的发展。

第四节 工业

德国向来是欧洲和世界工业品的供应基地，一些工业品的出口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所有西方工业国家一样，德国经济近几年也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工业在经济中的的地位逐渐降低，正在被服务性行业取而代之。在20世纪90年代初，工业产值还占GNP的近1/3，但到90年代末降至1/4，服务业占GNP的比重将近一半。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1991年的27%降至2005年的23.6%。不过，工业依旧是德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与英美等其他工业国相比，德国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仍有800万人在工业企业工作。

德国工业的特点大致包括：一是侧重重工业。汽车和机械制造、化工、电气等部门是支柱产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以上。二是外向型。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一半或一半以上销往国外。三是中小企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德国拥有约340万个雇员数在5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四是垄断程度高。2.5%的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吸纳了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40%，创造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最后就是德国工业部门相对集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是道路车辆制造工业（产值2270亿欧元，77.7万名雇员），接着是电气工程业（产值1520亿欧元，79.9万名雇员）、机械制造业（产值1420亿欧元，86.8万名雇员）和化学工业（产值1130亿欧元，42.9万名雇员）。一些传统的工业行业，如钢铁工业和纺织业，在过去几年中由于销售市场外移和低工资国家的压力，部分企业大幅度缩水；还有一些企业（如制药企业）经过接管和合并，为外国企业所拥有。

一 汽车工业

汽车制造属于德国最重要的产业，德国仅次于美、日之后是全球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德国每7个雇员中就有一个人从事与汽车业有关的职业。德国拥有大众、奥迪、宝马、戴姆勒-克莱斯勒、保时捷和欧宝（通用汽车）等六大汽车生产商。德国每年约有600万辆汽车下线；在国外，德国品牌的汽车还要生产480万辆。

“德国制造”汽车的技术创新尤其受到客户的追捧。戴姆勒-克莱斯勒2004年销售额为1420亿欧元，是世界上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和高档车中的老大。戴姆勒-克莱斯勒的驻地及最重要的工厂都在斯图加特。保时捷的总部也在那里。成功运作的还有大众汽车，它的销售额为890亿欧元，所占世界市场份额为11.5%（2004年），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其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此外，慕尼黑的宝马汽车销售额为440亿欧元，已跻身于德国汽车制造业的前列。

德国东部州的汽车工业也有悠久的传统。但是民主德国时期生产的汽车型号，在统一后的竞争中由于技术陈旧都已停止生产。德国西部几家大型汽车制造厂已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建立新的生产场所。仅在2001年，汽车行业在德国东部的投资已超过8亿欧元。这一年德国东部汽车行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10%以上。在过去几年里，德国西部的汽车工业在德国东部共投资约35亿欧元。在现代化生产设备扩建后，德国东部各州的汽车生产已达到约37万辆。

二 机械设备制造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德国的最大的工业部门，是仅次于汽车工业的第二大出口工业部门。其特点是：（1）德国的传统工业；（2）几乎全部是中、小企业，其中人数不超过500人的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4.5%，500人以上的企业只占全部企业的5.5%；（3）技术和设备更新快，而且利用技术出口带动产品出口；（4）灵活机动，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在世界机器制造业中独占鳌头，大体上占世界市场的1/5左右。

机械设备制造业在德国工业中拥有的企业数量最多。该行业传统上具有中小企业特点。它由于机动灵活以及技术效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德国大约340万个中小型企业中，有31.4%从事制造业，仅次于服务性行业，成为中小型企业的主力军。它们主要是生产系列产品或设计和制造成套设备的企业。将近83%的机器制造企业是职工人数不到200人的中小企业。它们各有一定的专业范围。作为工业的装备者，机器和设备制造业是一个革新行业，它对整个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其产品品种之多在国际上无与伦比——从配件、印刷机、农业机械直至机床，包括两万多种产品。

三 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德国重要的工业部门，也是德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欧洲位居首位。欧洲前三大化工企业（不含纯医药企业）巴斯夫、拜耳、赫斯特都在德国。化学工业是向卫生事业、汽车工业、建筑业以及私人消费提供初级、中间和最终产品的一个重要行业。由于最现代化的技术、革新产品和高水平的研究，德国化学工业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在这个行业内，除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重要的集团之列的大企业外，还有众多的中型企业。

德国的化学工业相对集中。化学工业中500人以上的较大企业数占全部1750个企业的11%，职工人数约占66%，销售额约占66%。除了大型公司外，数量更多的是中小企业。2003年中小企业（职工人数少于500人）在1750个化工企业总数中所占比重为89%，职工人数占全行业人数的34%，销售额占全行业的34%。从远期来看，中小企业数量还会有所发展。鉴于在生物化学和基因工程领域以及其他化学工业领域成立了许多新的公司，而这些新公司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可以肯定，中小企业在德国化工业中所占份额还会上升，其作用也将加强。

表4-4 德国各种化工产品销售额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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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和新兴市场，德国化学工业除扩大产品出口外，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最近20年，德国化学工业海外投资额翻了四番。德国化学工业海外投资半数以上在北美地区，然后是西欧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作为新兴的市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德国化工企业。

四 航空航天工业

德国的航空航天工业虽然从营业额及雇员人数上看并非支柱产业，营业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及雇员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远不及美国、英国和法国，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其研发投资占营业额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工业部门。它涉及电子、自动化、测控、材料、控制技术等信息时代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领域，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系统、汽车导航系统、电视转播、电视会议、全球气候与环保研究等众多工业领域。

2001年，德国航空航天工业的营业额为153亿欧元，比上年（148亿欧元）增长3.4%；雇员人数7.1万人，增长3%。2005年的营业额中，民用航空、军用航空和航天的比重依次为67.4%、22%和10.6%。

在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德国民用航空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德国是欧洲空中客车飞机公司的最大股东。该公司新研发的世界最大型客机A380最近已进行了全球试飞，不久将正式投入运营。同时，德国还自主开发支线飞机、直升机、飞机发动机并生产飞机部件。德国飞机制造业在欧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欧洲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确保充足的研发资金、积极开发新产品是德国航空工业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和基础。针对欧洲军用航空业深入融合的现实，德国不仅与欧洲国家加大在军用飞机制造、大型军用运输机A400M的研发与生产方面合作的力度，而且还通过EADS开展跨大西洋合作，与美国联合研制无人驾驶飞机。

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德国及欧洲航天工业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德国航天事务处（DARA）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合并后，为整合现有的航天事务管理与科研力量打下了基础。德国政府现每年为航天工业的补贴额约为10亿欧元，占德国企业在欧洲航天组织（ESA）项目下获得补贴的70%。德国的航天政策及其航天工业迄今几乎一直以民用为导向，但地面观察、电信和卫星导航等对德国国防亦有重大意义。通过参与计划中的SATCOMBW卫星通讯系统和SAR-Lupe卫星侦察系统两个项目，德国航天工业亦开始从事军工航天技术的开发。

德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欧洲范围内航空航天业的持续全面合作，其目标是实现欧洲范围内所有航空航天企业最大限度的融合；同时谋求与欧洲以外的国家开展全球性合作。这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给各方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五 生物技术

德国的生物及基因技术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整个生物产业的增长率较高，也是德国创新能力最强的领域。以把先进的生物技术商业化为主要目标的公司的数量在2005年上升了14%，达到474家。2005年，德国生物技术企业的销售额上升了39%，达到16亿欧元以上；在该领域的研发总投资为13亿欧元，比2000年增长了84%；员工数量增长了41%，达到2.0503万人。先进的生物技术及基因技术由许多“生命科学部门”的公司使用。在多姿多彩的生物技术领域，已经有600多家企业成功运作。这里主要指的是生物医学技术、生物材料研究、食品工业和害虫防治等方面新方法和新工艺的研制，以及制药与化学工业的理论创新。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新兴的纳米技术绝对算得上是未来的技术，它所从事的是极小结构的研究与构造，1纳米相当于百万分之一毫米。纳米技术可以成为储存容量越来越大、而体积越来越小的数据存储器的基础，该项技术可以用于污水处理所采用的高效过滤器，用于光伏特窗户，用于汽车工业中制造超轻发动机和车身部件的材料，或者用于假肢，有机纳米表面可以使其为人体所承受。驻地在欧洲与纳米技术相关的公司有约半数来自德国。

六 能源经济

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之一。在用能源和矿物原料供电方面，德国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将近2/3的基本能源依赖进口；在矿物原料方面德国对外国的依赖性也很大。

德国国内只可供应其天然气消耗量的1/4，褐煤、钾盐和矿盐可提供几十年的储备。德国2000年底的天然气储藏量将近3420亿立方米。天然气进口来源十分分散，进口量可保证到下一个10年，目前天然气在基本能源消耗中占21.5%。褐煤在德国本土化能源中占首位，褐煤矿在基本能源消耗中占11.2%。莱茵地区、勃兰登堡州南部和萨克森州的储藏量最大，经济开采量约430亿吨。最重要的石煤储藏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石煤区和萨尔煤田，储藏量约240亿吨，1950年石煤在以前的联邦德国地区占基本能源消耗量的73%，该比例在目前降到了13.1%。石油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从1973年的55%下降到目前的38.5%，从在基本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来看，石油仍是德国最重要的能源。

目前，核能在公众电力生产中占33%。不过，2002年联邦停止使用核能的法律生效，根据该法律，禁止新建商业核能发电厂，现有核能发电厂的正常应用时间限定在投产后的32年内。新法律为每个具体的核能发电厂确定了最大允许的剩余电量。不过，较旧的核能发电厂可把电量转交给较新的核电厂。

作为原材料缺乏的国家，德国需要各种能源的丰富结合。结合程度越高，在全球的来源越广，供应情况就越稳定。在决定停止利用核能的背景下，以后几十年能源组合将会发生变化。不管怎样，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都非常重要，因为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对供应的可靠性作出贡献。

七 环保产业

自20世纪50和60年代以来，德国人的环保意识逐步提高。70年代兴起“绿色消费”，经过30多年的推广，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环保事业，经常制定合理的环保政策，加大环保支出。政府费用的近1/3用于保护水域，经济界支出费用的一半用来保护空气清洁。环保支出的44%用于投资，46%用于经常性开支。德国环保产业发展迅速，早在10多年前的1994年，德国环保产值就达333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20世纪末，大约有140万人从事环保职业，约占总就业人数的4%。2001年环保领域增加了大约25万个就业岗位。环保方面的专利份额德国最高，1994年占全世界环保专利的29.4%。在环保设备的出口方面，德国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还编撰了《环保法典》作为环境保护的法律指南。

无论是废水净化还是可更新能源利用技术，都使德国环保技术发展迅猛。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工作岗位的数量明显上升，目前有约13万人在这个朝阳行业工作。同时，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德国在风能开发领域占全球该行业的40%，居领先地位。2005年世界风力工业产值为106亿欧元，德国便占了40亿欧元。风力设备的出口率2003年提高到59%，2005年又提高到71%，目前最大的买家是美国。2005年全德拥有1.8054万个风能发电设备，发电量为1.9299万兆瓦。

八 造船业

德国是传统的重要造船国家，技术先进，建造船型全面。据德国造船与海洋技术协会统计，截至2000年底，德国共有40家海运船厂，另有40家内河船厂，雇员总数2.5939万人，其中海运船厂约有雇员2万人。商船仍是德造船工业的大头，一般占全行业营业额的60%；其次为军舰，约占25%；修船与改建约占12%～15%。德国生产的商船船型以集装箱船比重最大，占总吨位（修正总吨数）的39.9%，遥遥领先于其他船型。其次为客轮和渡轮，占总吨位（修正总吨数）的17.3%。德国船厂集装箱船订单丰厚的主要原因是船东要求的交船期较短，韩国等亚太国家不能保障及时交船，而德国船厂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其次，欧盟提供造船补贴也是重要因素。

不过，由于韩国政府向其船厂提供补贴及条件极为优惠的贷款，故其船厂以大大低于成本的倾销性价格招揽订单，占世界造船市场的份额日益扩大，沉重打击了其他造船国的造船工业，德国的造船业也不能例外。为此，欧盟强烈要求韩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停止补贴，提高集装箱船、化学品船和液化气体船的船价（平均提高15%）。此外，欧盟委员会内部及成员国对如何保障欧盟船厂的生存发展问题尚有分歧，认为提供补贴并非上策，关键是要提高竞争力；鉴于世界范围内造船能力过剩，建议削减欧盟内部现有造船能力以补贴有竞争力船厂的呼声日渐高涨。

九 其他工业

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部门有食品工业、纺织业、包括皮革工业在内的服装工业、金属生产与加工工业、采矿业、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

表4-5 德国2005～2007年主要工业部门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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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交通与通信

一 交通

德国交通运输业十分发达，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全面发展，特别是公路密度为世界之冠。发达的交通设施是德国所提供的巨大地区优势之一。长途公路干线和高速公路所构成的密密麻麻的网络，一个与最先进水平相适应的铁路网络，连接良好的水路，众多的机场，为经济活动和私人生活带来了很高的机动性。上述网络的进一步扩建以及交通设施的进一步现代化，足以把德国变成有前景的工商经营地域。出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在这个行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

德国铁路网总长度超过了4.4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近2万公里；2003年客运量20.28亿人次，货运量2.97亿吨。德国铁路网现在可行驶280公里时速的高速列车。德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全国铁路的运营。铁路始终是特别有利于环境的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联邦政府正斥巨资20多亿欧元资助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到巴伐利亚州的磁悬浮铁路，这是陆地上最快捷的交通系统。磁悬浮铁路虽然投资成本比传统铁路较高，但几乎没有磨损，需要的能源相对较少，运营成本也较低，而且也更环保。

2003年德国各类公路总长为46.3万公里，其中跨地区的公路网为23万公里（2005年统计数字），而且约1.2万公里是高速公路。德国因而拥有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的高速公路网。公路货运量27.44亿吨，客运量81.11亿人次。在德国，大部分公路都有分级的车速限制，对联邦公路规定的最高时速为100公里，而市区的限定时速为50公里，居住区内常常只允许时速30公里。

作为货物进口大国，德国登记注册的商船有2200艘，其中远洋商船482艘，总吨位579万吨，货运量2.55亿吨。这支船队是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安全的船队之一。德国的海港如汉堡、不来梅港、威廉港、吕贝克和罗斯托克港的货物转运总量超过2.4亿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德国港口是“快速港口”，大型海轮也能在短时间内装卸完毕。内河航道长度为7500公里，货运总量2.525亿吨，内河港口吞吐量2.55亿吨。虽然德国的内河航道网络相当稀疏，但是大多数城市和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仍有水路联系，这大大确保了德国作为工商业所在地的质量。

德国民航业也很发达，2005年共有各类民航企业352家。2003年民航客运量1.21亿人次，货运量233.3万吨。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后，德国机场的客运量略微下降。2002年乘飞机的旅客人数下降了3.2%，为1.137亿人次；空运的货物数量却增加了4.5%，达到近220万吨。最大的机场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机场，它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机场之一。120多家外国航空公司有飞往德国的航班，从德国出发的航班也可直达100多个国家的大约300个机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是国际上重要的航空公司之一，汉莎航空公司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它的机队拥有大约330架现代化飞机。

发达的货物运输业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德国每年通过公路、铁路、内河航运、海运和空运运输的货物约为40亿吨。运输行业年营业额将近800亿欧元，雇佣职工约37万人。它主要是中型企业结构。德国邮政世界网络集团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后勤保障企业。它由信件、快递邮件、后勤保障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组成。它的竞争对手是联合邮包寄送服务公司、德国邮包寄送服务公司、TNT、Hermes等。邮政部门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从事货运邮件和传递邮件服务的私营公司创造了9.2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另外，为适应德国进口石油的需要，德国建造了总长约2370公里的输油管道，2003年共输送原油9231万吨。

二 通信

德国的电话业务直至1996年完全掌握在德国联邦邮政或德国电信股份公司手里。而随着1996年7月新的《电信法》的生效，1998年1月1日创造了电话市场自由化的框架条件：在欧洲范围内不再对电信事业进行调节；在德国，联邦邮政与电信部解散后，在联邦经济部的职权范围内建立了对电信和邮政的调节机构，以取代原联邦邮政与电信部的职能。这在短短几年之内大大改善了该行业的竞争状况。如今，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移动通信与网络市场，德国固定电话接入量约为5440万台，接入率名列前茅；46%的电话总接口都是基于ISDN技术。100个德国人中有87人使用手机打电话，超过西欧平均水平（83%），也明显超出日本（67%）和美国（61%）。

德国电信股份公司是欧洲最大的电信提供者和全世界第三大供货商。在第二次邮政改革的过程中，电信公司于1995年1月1日转变为股份公司，1996年11月进入股市，主要股东仍然是德国。德国电信公司在国外的活动正在加强，它通过设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纽约、莫斯科、雅加达、北京和新加坡的驻外公司和办事处（在香港和新德里设分支机构），在世界上的大都市开展其业务。如今在电信和邮政协调机构登记的有大约1300家其他企业，电信的所有领域都向它们开放。尤其是电话市场的自由化，使众多的竞争者或者在全联邦范围内、在地区或者仅在一座城市的领域里开展活动，或者正在准备这样做。

目前德国大约有2200多万名数字移动电话的使用者，当前这个数字正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递增。除了最大的移动通信服务供应商T-Mobil和Vodafone-Mannesmann移动无线电话的“D2 privat”（950万人）外，参加竞争的还有Eplus移动电话（“E1”-VEBA、BellSouth、Vodafone，350万人）和E2移动电话（VIAG、英国电信公司、Telenor，28万人）。2002年已在欧洲范围内采用的下一代移动电话系统UMTS（全能移动电信系统）也可能使用宽带。

同时，德国电信行业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服务项目也日渐拓宽。从1998年夏季开始，第一批电话用户可以在家里和在路上用同一电话号码接电话。此外，也可以将电话呼叫转接到固定的或移动电话网络的其他电话号码上。1999年以来，德国电信作为第一家德国企业提供了一种符合德国签字法规定的用于电子签名的芯片。这样，客户首次有可能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电脑上签署电子数据。电信领域的技术发展导致一种语言操纵的多媒体终端站，它不受时空限制地确定通往在电子道路上的各种可能的技术通信。在直接销售领域里，电话的意义越来越大。目前在德国大约有1500多个呼叫中心。它们出售商品、提供情况和提出进一步的服务项目。

德国的电子信息提供形式多种多样，这方面的主要媒体是互联网。众多的公司、组织和公共机构都使用互联网展示自我，提供信息与服务、出售商品和办理业务。和全世界的情形一样，目前德国的互联网使用人数飞速增长。互联网在德国排山倒海似的卷来，致使电子数据处理（EDV）专业人员的培训出现了巨大的需求。因此，教育部和德国电信公司几年前成立了“学校上网”协会，并在法兰克福/美因河设立了德国第一个电子商务教授席位。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对互联网的数据保护及安全机制仍不太信任，因为国际上电脑犯罪活动在快速增加，黑客用电脑病毒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对此，联邦内政部和联邦经济与技术部正在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第六节 财政与金融

一 财政

2003年德国公共财政总赤字为746.49亿欧元，公共债务总额高达13257.33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60.86%。2003年公共财政（包括联邦、州、市镇三级政府财政、欧盟分摊份额及社会保险）总收入9270.93亿欧元，总支出10017.42亿欧元。2005年德国公共财政赤字为745亿欧元，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2006年财政赤字将达到670亿欧元，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2.9%。

表4-6 1991～2006年德国财政状况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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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方面的成绩令世人瞩目，这不仅得益于社会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框架条件，具有德国特色的稳定政策和地区结构政策，还与其三级财政体制有很密切的关系。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行政体制分为联邦、州和地方（市、县、乡）三级，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三级分税制的财政框架。联邦政府设立联邦财政部，州政府设立州财政部，地方政府设立地方财政局。财政部与财政局之间没有政治和组织上的隶属关系，每一级财政为本级政府服务，各级财政部门归属同级政府领导。上级财政部门每年都要按法律规定，对下级财政部门履行转移支付的义务。三级政府各有其独立的财税制度，各自独立地编制、审批和执行本级的政府预算，各有一套独立的机构组织本级政府的财政税收以及其他预算收入。

德国实行的是多税种、多环节征税的复税制，主要是对个人所得税和私人消费征税的混合制。作为政府干预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税收政策对德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税收政策的四大目标是：保证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保证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为此，德国税收的经济调控着力点在两个方面：调控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确保经济健康发展；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德国财政的收入来源由三部分组成：税收收入、其他经常性收入和资本项目收入。从结构上看，税收始终是德国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在国家财政收入的75%左右。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是德国税收的两大支柱税种；公司所得税、地方工商税和矿物油税也比较重要；至于其他一些税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德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在20%～25%之内。其他经常性收入为联邦银行的利润、其他公有财产出租与经营收入、利息收入、从公共部门得到的拨款和补助、行政收费和其他收入（如奖券收入）等。其他经常性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20%左右，近年来呈下降的趋势。资本项目的收入比重不高，而且变动幅度大。资本项目收入包括政府出卖财产的收入、贷款收回的收入、出卖参股企业的股票收入、向公共部门借贷的收入等。

在德国三级政府财税收入中，一般来说，联邦约占49%，州约占37%，地方约占14%；在财政支出中，联邦约占43%，州约占34%，地方约占23%。完全属于联邦政府的税收为矿物油税、烟税、烧酒税和保险税等。联邦和州两级共享税为公司税和增值税，其中公司税是联邦和州各占50%，而增值税在联邦和州之间的分配比例则要通过联邦和各州之间的协议来解决。属于州的税收为不动产购买税、地产购买附加税、机动车辆税、啤酒税、赌场税、遗产税和土地收益税等。共享税是州级税收的主要来源。地方财政收入预算由两个账户组成：行政账户和财产账户。行政账户的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是税收。地方税收的最主要部分是营业税和土地税。营业税为共享税，基本归市镇所有，只上缴联邦和州一小部分；地方政府不仅享有土地税的征收权，还有土地税率的确定权。除了营业税和土地税以外，地方还有自己的杂项税收，如狗税、饮料税、娱乐税、打猎和钓鱼税、地区贸易税和工商营业税等。地方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是州对地方的拨款，第三大来源是包括财产出租收入、利息收入和财产出卖收入等在内的其他收入。

根据《基本法》规定，德国三级财政预算支出都是独立自主的，主要负责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开支和基建设施、社会福利与教育文化方面的支出。联邦财政主要承担社会福利和国防的支出，此外还承担一系列其他重要任务，如交通通信（联邦铁路、联邦邮政、远程公路建设等）、文教、科研、能源、城市建设等支出，其中有些任务是同州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执行的。联邦一级的支出重点在社会福利、国防、外交、跨州的基建和大型科研项目方面。州财政主要承担文化教育事业，还负责维持本州的内部治安、公共保健事业和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资助的支出。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是政府必须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是州和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任务，直接为居民的衣食住行创造条件。地方财政支出主要项目有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自然环境保护支出、街道建设支出等。地方一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支出是行政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1/3；其次是社会保障支出。德国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提供直接的资金资助，只提供经营的框架条件，如保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在执行政策中考虑企业利益，通过税收对其进行影响等。

由于德国各地存在着自然、历史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税收能力各不相同。为了保持各地区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准的基本一致，德国采取了一些财政平衡的调节措施，以弥补各地的收入差距。“贫穷”地区可以从“富裕”地区得到按照法律规定转移来的定期大量资金，犹如固定的“捐赠”。

根据《基本法》的要求，在整个联邦范围内要保证公民的生存条件一致，也就是说是全联邦内部都要为公民提供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等。以这种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目标，在既定的事权范围、支出责任划分和税收分割的情况下，就必须使纵向的各级政府之间、横向的各州之间和各地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大体接近，以保证各地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不过分悬殊，同时也使财力薄弱的地区政府能够完成其承担的各项基本任务。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和完善，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这种转移支付主要有下列两类。

（1）纵向财政平衡。纵向财政平衡是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联邦和州政府的财力根据各级政府承担任务和负担情况分配财政资金，以联邦为一方与各州为另一方之间的平衡。专项拨款是与一定的项目有联系的拨款；一般拨款则不与一定的项目相联系，而是为了使下级政府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的拨款。纵向财政平衡还包括联邦在州行使国家职权中的参与权以及联邦、州之间在财政预算方面的协调。联邦从其财政收入中拨专款资助财政困难的州，从1998年起，法律要求联邦将其增值税收入的2%援助给财政困难的州。地方则靠州政府补贴。因此，德国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联邦对州以及州对地方这两个层次。

（2）横向财政平衡。德国为了使各州、各地方之间保持大体相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在实施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州政府对地方政府都实施了横向转移支付办法，即比较富裕的州缴纳一定数额的平衡基金对比较困难的州、比较富裕的地方对比较困难的地方进行财力补助。凡人均财政收入达到全国平均值102%以上的州为富裕州，需从其超过部分中拿出部分财力来帮助贫困州，使之人均财政收入达到95%。这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是德国所特有的，其资金来源，一是归于各州的增值税份额中的1/4被提取出来，作为资助财政困难州之用之后，余下的3/4按各州居民人数直接分配给各州；二是财力强的富州按横向平衡机制将部分税金直接划拨给财力弱的相对贫困的州。

德国的横向分配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德国16个州级财政单位之间的分配；二是州内各个市镇之间的分配。这两个横向分配是理解德国财政制度的核心概念。德国财政平衡基本理论的出发点是德国国内各个地区的居民具有享受相同生活条件的权利，这也是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个重要条款。横向分配可均衡各州之间税收能力上的差异，从而使财政收入较差的州也能够在基本相同的水平上履行国家义务。这体现了《基本法》中对“联邦有义务负责全国境内生活水平达到相同”的规定。横向平衡在联邦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共同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金融制度与机构

2003年12月，德国联邦银行黄金储备及黄金债权约合365.33亿欧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储备及特别提款权为76.09亿欧元。截至2004年2月，德国联邦银行的外汇储备为334.23亿欧元，外债29699.85亿欧元，债权31770亿欧元。2003年德国公共财政（包括联邦、州和市镇三级政府、欧盟分摊份额及社会保险）总收入为9270.93亿欧元，而公共财政总赤字为746.49亿欧元，公共债务总额高达13257.33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86%。

金融制度是由金融组织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督管理制度构成。金融市场是金融组织活动的场所，金融监督管理则是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中的各种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德国，金融监督管理是以各种法律法规为依据，由联邦银行和联邦金融监管局来实施。金融组织的最大特点体现为综合性银行为主体，其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

1.德国主要金融组织

（1）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

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简称联邦银行）是依据1957年7月26日颁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而成立的，它的前身是德意志帝国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中央一级机构有中央银行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德意志联邦银行设有总行、州中央银行及其分行，总行位于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

中央银行理事会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最高决策机关，它由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副行长、理事会成员和区域中央银行行长组成，联邦银行行长为理事会主席。这个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均由联邦政府提名和推荐，由联邦总统任命。除特殊情况外，他们的任期是8年。这个任期比联邦总统、联邦总理的任期都长，并且与大选的时间错开，不会因总统与政府的更迭而造成中央银行领导层的变动，可从人事上保证联邦银行各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最高执行机构是中央银行执行委员会。该执行委员会由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副行长和8名理事组成，其成员必须具有专业职称，由联邦政府推荐，经与中央银行理事会协商后，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任命，任期也是8年。它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不受联邦政府指示的约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德国的中央银行，它主要行使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大职能。作为发行银行，它在本国领土内，拥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具有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节货币流通量和信贷供应量，保卫货币，保卫联邦货币马克（Deutsche Mark，简写为DM，1马克等于100芬尼，目前欧元已经取代马克成为德国的货币单位）的职能。作为银行的银行，联邦银行的客户——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必须向它交存款准备金，而它则为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办理转账结算，提供信用支持，接受并审查它们的业务情况报告；此外，这些银行必须向联邦银行申报永久性股权、股权转让以及超过资本5%的股权变动情况，银行开业和分支机构的设立都必须经过批准。作为政府的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主要承担四大职能：一是代理联邦财政收支出纳；二是代联邦政府办理公债、国库券的发行工作，并在国家财政发生困难时，对政府提供短期贷款支持；三是保管公共企业的资金；四是对内代表本国政府制定和执行金融政策，并与联邦信贷机构管理局密切配合，加强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联邦共和国政府的银行，它的盈利，在扣除了20%的公积金（用于弥补损失）、10%的特别基金（其累计数不得超过该行的资本总额）以及提出1534.2万欧元用于冲抵平准基金的债务外，其余的部分全部上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此外，德意志联邦银行还管理着保证德国国际支付能力的“国际货币储备”。

随着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面世与流通，德国马克于2002年7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欧元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元区12国的唯一法定货币，德国马克以1∶1.95538的比例转换为欧元（英文为Euro，1欧元等于100欧分）。从此，欧洲中央银行开始全面履行各国乃至欧洲中央银行的职责，德意志联邦银行发生了重要的制度性变化。首先，它不再拥有货币发行权；其次，它不再拥有决定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权力，而只能决定业务政策，它只能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指示和方针办事。德意志联邦银行和德国联邦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联邦银行在保证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可以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联邦政府成员虽然仍有权参加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但对中央银行理事会决议有异议要求推迟两周做出决议的规定被取消。

欧元正式流通后，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德国联邦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欧洲中央银行机制的运作，以实现物价稳定；贯彻执行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与指令；其他的任务是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在欧洲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政策管辖下的债券回购业务，现金和非现金结算业务，银行监管、外汇储备管理、人事管理等。因此，目前的德国联邦银行虽然不再拥有“发行的银行”的职能，但在一定意义上，它在德国仍然具有“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两大职能。

（2）德国商业银行体系

在德国联邦银行的统计分类中，按银行从事的业务活动的范围，将德国的商业银行分为三大部分：综合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银行性金融机构。综合银行是主要从事存款、贷款和证券等各类金融服务的全能银行，由信贷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三部分组成。专业银行则从事存款、贷款或证券等某一方面业务的银行，在德国联邦银行的统计归类中，仅把抵押银行、邮政银行和具有特殊任务的信贷机构归为专业银行。其他银行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投资公司、住房储蓄银行和担保银行。

在德国，综合银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有重点业务领域的小银行发展而来的。综合银行对社会大众的服务供给是通过一系列的专业性银行和特殊信贷机构得到补充的。信贷银行在综合银行乃至德国的整个银行系统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类银行的传统业务领域为信贷业务和有价证券业务。2005年底，德国共有信贷银行金融机构341家。按照联邦银行的统计，1998年底，四家大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和巴伐利亚联合银行，在德国国内共拥有分支机构4353家，在国外拥有148家分支机构，同时在国外拥有参股不少于50%的子公司183家。成立于1870年的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1998年11月，该行收购资产总额在美国占第八位的信孚银行后，资产总额高达8200亿美元，超过瑞士联合银行，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2004年底资产总额为8525亿美元。德累斯顿银行，1872年成立，2001年7月，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增持其股份占到96%，2004年底资产总额为5240亿美元。成立于1870年的商业银行，2004年底资产总额约为4200亿欧元。1997年7月，巴伐利亚联合银行与巴伐利亚抵押和汇兑银行合并组建为新的巴伐利亚联合银行，又称德国裕宝联合银行，总资产达7430亿美元，2004年底资产总额达4674亿美元。

在德国的专业银行中，同其他发达国家的银行体系一样，不动产抵押银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始建于1862年的德国不动产抵押银行还以其集商业性和政策性双重任务于一身而与众不同，目前，这些抵押银行基本上都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运作。以发放消费信贷为主要业务的分期付款信贷银行也是专业银行的一种，这种银行一般是股份有限公司和两合责任公司，其资金主要依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融资。此外，专业银行还包括出口信贷股份有限公司、德国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贴现股份公司和德国重建银行等具有特殊任务的银行，以及邮政银行和德国有价证券保管银行股份公司。

作为世界信用合作社的发祥地，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信用合作银行体系。以成立于1932年的德意志中央合作银行为龙头、莱夫艾森银行和大众银行为主要基石、区域性中心合作银行为躯干的完善的现代合作金融体系，这是二级经营和三级经营相结合的混合型合作金融体制。

2.德国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货币资金融通和金融工具交易的场所与运行的总和，它既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其他交易主体间的间接融资行为，也包括其他交易主体间的直接融资行为；既包括银行与非银行机构间的融资行为，也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间的融资行为。作为金融商品交易的金融市场，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三，即作为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者和筹资者（即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中介人（即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经纪人）和金融商品（即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按金融交易的对象或金融资产的形式划分，金融市场由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等组成，此外还有比较特别的农村信贷市场。

（1）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以短期金融工具为媒介而进行融资活动的市场。德国货币市场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以中央银行为枢纽的、商业银行为满足最低存款准备金义务和临时性业务需要而相互调剂资金余缺的短期资金市场。德国货币市场的参与者是德国国内信贷机构和联邦银行。对前者而言，货币市场是其调剂资金余缺、均衡流动性需求、避免支付风险的后盾。而联邦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可以控制社会货币供应量，达到价格稳定的目的。德国货币市场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短期证券市场。其主要投资工具有短期政府债券、短期企业债券和融资票据、银行发放的短期证券以及其他短期证券；二是同业拆借市场。这是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融通短期资金的市场，主要用于弥补存款准备不足、票据清算差额和解决临时性周转资金的需要；三是票据承兑与贴现市场。这一般是针对汇票而言的，通过出票人在汇票上签注“承认兑付”并签章，持票人在票据到期之前可以将汇票的债权转让给银行，从而获得现款。

（2）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资金融通的市场，其基本职能是融通各种中长期资金。融通资金的形式，一是发行及买卖有价证券的形式，二是信贷的形式。与货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在融资的期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所起的作用以及金融工具的流动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都具有长期性，这些工具主要有股票、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等。德国的国际资本自由化历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0年的德国对外经济法就确立了对外经济往来自由的原则。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资本国际流动更加自由与频繁，整个欧洲金融市场融为一体。国家法规已无力限制金融业务，置身于其中的德国金融市场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对外资本输出急剧增加，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向德国。

（3）股票市场

德国股票市场可分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发行市场包括三类市场，一是针对信誉较高的各大公司上市的股票市场；二是针对一般公司的股票市场，要求相对宽松；三是专为信誉不佳的公司设置的股票市场。流通市场的业务主要有两个渠道，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德国股票市场具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是国外股票的发行所占比重较大；其次是股票持有人的结构多元化，国内所有经济主体都是股票持有者。在德国常见的媒体公布的股票价格指数主要有德国股票指数（DAX）、法兰克福大众日报指数（FAZ）和联邦统计局指数三种。其中德国股票指数（DAX）是德国股票市场指数的代表，它是以法兰克福有价证券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筹资额最大、上市交易较早的30种绩优股股票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它与伦敦金融时报指数、道琼斯指数、香港恒生指数、日本东京指数等同为世界著名的股票价格指数，代表世界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

（4）债券市场

德国债券市场是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同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债券市场之一。由于德国债券市场负有稳定整个欧洲债券市场的职能，因此，在欧洲所有大的债券市场中，德国债券市场的波动幅度是最小的，年平均波动幅度为3.5%～4.5%。按照交易的性质，德国债券可以分为公债券（国家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外国法人在德国境内申请的欧洲债券。并且，在德国金融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基本上是固定利息率的证券。德国的债券发行者有三类，即银行、联邦政府和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各类企业。债券投资者较为广泛，但主要的是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机构投资者，其中包括个人投资者、基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

（5）外汇市场

德国外汇市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组织的外汇交易所市场，二是交易所外的自由外汇交易市场。德国的外汇交易所市场交易，是一种有组织的有形的市场交易方式，交易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汉堡、杜塞尔多夫、慕尼黑和柏林5个外汇交易所。它们每天对外公布20多种外币与欧元之间的牌价，其中法兰克福外汇交易所起主导作用，它每天对外公布现汇牌价。法兰克福交易所确定的汇率，既可供全国各地外汇交易参考，也可作为银行与顾客间外汇交易之基准。交易所外的自由外汇交易市场包括银行外汇操作、银行与客户间外汇买卖所形成的市场。银行是德国外汇市场上较为活跃的成分。外汇交易所内的交易是一种现场交易，但更多的交易则是通过电话、电传等方式进行，是一种非现场交易，银行为这种交易提供了中介；并且，德国绝大部分外汇交易不是通过外汇交易所进行的，而是通过银行间互通电话进行。银行外汇操作、银行与客户间的外汇买卖是一种自由交易，这种自由外汇交易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允许欧元不受限制地兑换其他货币。

此外，德国还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险与贷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体系由三大基金构成：一是私营银行业的存款保险基金，其主要宗旨在于对发生临时性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援助，防止金融恐慌的发生，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二是德国储蓄银行业的存款保险基金，它以多层次保障为特点，这种基金不是直接对银行的债权人进行保护，而是对银行进行扶持；三是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保险基金，它由大众银行和莱夫艾森银行联邦协会保证基金和基金执行委员会组成，保证基金组织的目的在于帮助成员银行度过经济上的困难，以保证银行债权人的资产安全，表现为对存款者的间接性保护。德国的贷款保险制度是由放贷的合作金融组织按照贷款额度向贷款保险机构投保，这是一种较好地把贷款经营机构与承保机构两者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风险保障机制。

农业在德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高，从业人数仅占就业总人数的3.4%，其产值也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2%。但是，德国的农村信贷市场却独具特色，异常活跃。与其他专业信贷市场一样，在农村信贷市场上，银行也是农村信贷的主要供给者。银行、私营农产品经营者及产品合作社也提供农村信贷。农村信贷业务的服务领域包括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经济活动，总的概念为：种养业、林业和渔业、食品行业、与种养和食品工业有关的领域、农村乡镇。基本上，德国各类银行信用机构都发放农村信贷，包括信贷银行（四大银行在内）、汇划转账中心（包括德意志汇划中心）、储蓄银行、区域性中心合作银行、抵押信贷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特殊功能信用机构。近年来，德国金融部门的农村信贷发放持续增长，这是因为德国统一之后，东部农业结构的转化和调整产生了旺盛的信贷需求，促进了各金融机构对东部农村信贷的供给。但德国金融部门发放的农村信贷余额占德国金融部门对国内企业和个人发放的信贷总余额的比重，却表现出一种逐年下降的趋势。

3.德国金融监管制度

现代德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历史，可以追溯到艾哈德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20世纪50年代，但其真正形成体系和完整的制度，则是在新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通过以后和联邦金融监管局成立以后。1961年7月新的《联邦银行法》得以通过，德国才有了标准的统一的金融监管的框架性政策；同时，1962年1月联邦金融监管局的建立，也为德国银行监管创造了合法基础和保证。随着信用机构特别是德国在外机构业务的发展，不久就使银行监管手段和工具如何能随之发展而发挥有效作用成为德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联邦金融监管局于1962年3月颁布了《金融机构资本与流动性法则》。从1967年存贷款利率管制的解除到1973年10月，德国已基本实现金融自由化。1974年6月赫斯塔银行破产案所引发的银行倒闭风潮，促使德国政府对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审视和检讨，从而也促进了德国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从1976年到1977年底，《联邦银行法》先后经过了多次修改，银行监管目标、监管程序得以进一步完善，增加了对信用机构的监管内容，形成了目前德国金融监管的基本体制。

德国银行业的监管体制，是一个以完整的法律法规框架为基础，实行自我监管、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相结合，法律裁定为终审判决的整体。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联邦银行对金融业也具有监管职能。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准部级机构，联邦金融监管局由国家财政部代管，独立于德国联邦银行，直接对德国联邦财政部负责，并向其上报监管情况。德国金融监管局的主要任务是两条：一是监督银行的业务；二是防止银行系统中滥用权力的现象，以保护信用机构资产的安全性，保护经济不受损害，保障银行业务顺利进行。因此，金融监管局负责对所有银行的监督。对金融业的具体监管，主要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关于金融业务经营的法律规定和以中央银行日常业务审核为基础的，通过对各银行的资产负债报表、财务报表及有关资料的检查分析、监督审查实现。总的来看，德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完整、运作严格规范，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第七节 商业与服务业

一 商业

商业在德国是第三大经济部门。德国广义上的商业包括零售、批发与外贸及贸易代理，狭义上的商业仅包括零售业。2005年德国零售业约有46.9万家企业，共281.7万员工，年营业额3750亿欧元（不包括车行、加油站和药房，下同）；批发和外贸公司共13.86万家，营业额6296.5亿欧元；贸易代理商6.7万家，代理成交金额为1908亿欧元。2005年德国零售市场营业总额为3845亿欧元，比上年增长0.2%。

1.零售业的市场结构

按德国商业研究领域领先的“M+M企业咨询和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统计分类，德国零售业市场分为食品零售、非食品零售、批发和专营商店四大类。按经营方针、商品种类和营业面积划分，德国零售商大体分成大型自选商场、大型超市、平价超市、美容保健用品商店、百货商店、非食品平价超市、建材商场、现购自运商场和批发市场等。

德国零售市场的突出特点是连锁经营、销售网点遍布全德国。据德国“联邦连锁店和自选商店协会”（BFS）统计，2005年BFS会员在德国共有2.2723万个销售网点，销售面积为2504.59万平方米。BFS会员企业有超市3099家、自选商场/食品自选商场1998家、平价超市1.2867万家、建材商场768家、百货商店128家、专卖店3526家等6大类。

2.市场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德国零售市场集约化程度较高，专业化经营较强，竞争十分激烈。2000年在全球3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中，德国占6家，它们分别是麦德龙（Metro，排名第5位）、Rewe（排名第10位）、Aldi（排名第12位）、Edeka（排名第18位）、Tengelmann（排名第19位）、Lidl & Schwarz（排名第26位）。2001年德国食品零售商营业额194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4.3%，占德国零售总额的51.2%；其中食品营业额1320亿欧元，非食品营业额620亿欧元。

近年来，德国平价超市发展最快，其营业额从1992年的280亿增至2005年的近492亿欧元，市场份额从23.2%升至30.1%。2000年Aldi集团营业额达196亿欧元，占德国平价超市48%的市场份额。2005年Aldi集团营业额增长8.6%达289亿欧元；Lidl所属的Schwarz集团营业额增长8.5%，达137亿欧元。同时，德国八大平价超市（依次为Aldi南方集团、Aldi北方集团、Lidl、Plus、Penny、Norma、Netto Schels和Netto Stavenhagen）共经营约1.2万家连锁店，每家超市的营业面积为500～1000平方米不等。德国平价超市以经销食品为主，但近年来纺织成衣类产品和家用电器等产品的销售比重明显上升。

随着德国普通消费者保健意识的增强，美容保健品市场成为近年来德国零售市场增长的又一亮点。2000年德国美容保健品市场营业额近100亿欧元，其中Schlecker独占42亿欧元，其销售网点从1992年的3500家增至2005年的约1万家。2005年德国美容保健品市场营业额为132亿欧元，Schlecker、Dm、Mueller和Ihr Platz分别占41%、17%、13%和10.4%的市场份额。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美容保健品商店还有Rossmann和Budnikowsky，后者与Dm在采购和物流配运方面进行合作。

受专营店和平价超市的两面夹击，德国自选商场日益失去其竞争优势，自1990年以来营业面积明显下降。超过1万平方米的大型自选商场已寥寥无几。德国大型自选商场主要有利亚（Real）、科佛朗（Kaufland）、Marktkauf、沃尔玛等。与自选商场不同，德国现购自运商店（Cash & Carry）只对公司和消费大户开放，普通消费者未经许可不能入店，因此，德国现购自运商店被纳入批发类。德国大型现购自运商场主要有麦德龙、费格罗—塞尔格罗斯（Fegro-Selgros）、Intergast等。

德国建材商场呈营业面积扩大、价格竞争加剧、营业额增长缓慢的趋势。据德国“市场和经营分析公司”（Gemaba）统计：德国建材商场营业面积从1995年的710万平方米增至2001年的1130万平方米；同期，建材商场总数从2297家增至2590家；平均营业面积从3090平方米扩大到4350平方米。2005年德国建材市场营业总额约184.6亿欧元。德国大型建材商场有欧倍德（OBI）、Hornbach、Praktiker、Bauhaus、Hagebau、Globus、Knauber、Toom-Baumaerkte、Bahr等。

德国目前零售业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率下滑，消费者信心不足，以及经济前景不明等。德国消费者忧心忡忡，他们不得不放弃或推迟购置高档耐用消费品或不十分需要的商品。此外，德国食品零售商集约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商家竞争加剧，Aldi、Penny、Lidl等低价连锁超市继续推行薄利多销的经营方针，其营业额和市场份额保持较高的增长，对传统的食品超市形成巨大的冲击。

二 服务业概况

德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由1991年的62%升至2005年的69.3%。1991～2004年间，工交行业和农业方面的就业人数分别减少了380万人和64.2万人，而服务行业却增加就业岗位470万个。据统计，2004年德国服务行业企业总数228万家，占德国企业总数的77.1%。根据经合组织（OECD）规定，德国将服务业分为：

分销服务（贸易、交通、新闻）

企业服务（金融、租赁、其他）

人员服务（酒店旅馆业、文化、体育、家政）

社会服务（国家行政机构、卫生保健、教育、教堂）

2003年，服务业就业人数为2401.3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66.4%。

表4-7 近几年服务业产值及占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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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来，德国服务业一改前几年的颓势，开始复苏，服务业从业人数下降的势头得到遏制。服务业复苏的原因在于，国际市场对德国产品的需求增长，扩大出口同时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另外，默克尔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国内经济开始好转也是重要因素。

三 旅游业

德国旅游业发达。每年有大量国内外游客在德国旅游，2003年旅游过夜人次共3.15亿，其中国内游客入住约2.76亿人次，外国游客约0.39亿人次。2003年德国有各种旅馆5.38万家，床位252万个，旅游业收入203.18亿欧元。

作为旅游国家，德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柏林、慕尼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科隆是外国游客最喜爱的城市。在各联邦州中，外国游客常去游览的地方是巴伐利亚、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巴登-符滕堡。著名景点有科隆大教堂、柏林国会大厦、波恩文化艺术展览馆、罗滕堡、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海德堡古城堡、巴伐利亚新天鹅石宫、德累斯顿画廊等。除了文化历史名胜之外，像磁石一样吸引外国游客的还有高水准的系列音乐会、艺术展、戏剧演出或者是国际性的大型体育赛事、街头欢庆或饶有情趣的对话集市。德国人乐于经常举办庆祝活动，一些民间节日——如慕尼黑的啤酒节或柏林的同性恋游行日、柏林的文化狂欢节等，这些早就在全世界成为好心情和充满情趣的象征。

外国游客主要喜欢游走于大城市，而德国人更喜欢穿行于德国的乡镇和农村地区。最受德国人欢迎的度假胜地包括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岸、黑森林和博登湖地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岛屿上，海洋性气候温和宜人。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的多湖平原也让人们流连忘返。德国在全国划定了15座国家公园、93座自然公园和14个自然生态保护区，它们位于北部的北海浅滩和南部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广袤地区，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受到特别保护。中部山脉地区和阿尔卑斯山是徒步旅游者涉足为快的目的地。全国众多的湖泊令水上运动爱好者跃跃欲试。莱茵河、美因河、摩泽尔河、内卡河及萨勒河的河谷充满了浪漫色彩。远离交通干线的大约100多条旅游之路，例如“德国童话之路”、“浪漫之路”和“德国葡萄园之路”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风光，使人更加接近自然景色与田园诗般的古老城市和村庄。这些由河流穿过、风景特别秀丽的地区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人们停住脚步。最著名的度假之路“浪漫之路”主要在陶伯尔河上游的罗滕堡、丁克尔斯比尔和内尔特林根，它使中世纪的情景历历在目。无数地区的乡土节日、民族服装节、葡萄酒节及其他的民间节日，向旅游者提供了与当地人们接触的良机。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方便了坐火车、坐汽车或坐船到德国各地旅行。徒步旅行爱好者可以在度假地区清楚标明的短距离环行路或长距离路段上游览，骑自行车的游客也可以在许多专门为此目的建立的自行车道上领略当地风光。在德国东部各州，旅游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扩建。在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水域众多的地区，出现了很多对水上漫游者和从事水上运动者有吸引力的项目。

四 展览业

展会经济属于德国经济中领先的服务行业之一，在举办国际性的展览会中，德国的展会场地在全球排名第一。各种行业的全球性领先的展览会有2/3在德国举办。

世界十大营业额最高的展览会举办公司有5家在德国。参展商和参观者每年在德国的展览活动中支出近100亿欧元，提供了约25万个工作岗位。每年大约有140个跨地区的展览会和博览会在德国举办，参展商达16万家，展会面积达650万平方米，参观者达900万甚至上千万人。

德国展览会在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它的国际性。将近50%的参展商来自国外，其中1/3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国际性展览会的参观者1/5来自国外。

德国各行业的博览会、展览会主要有：

（1）CeBIT信息技术博览会/国际无线电博览会

数据世界：每年春季在汉诺威举行的CeBIT信息技术博览会拥有6000多家参展商（其中50%来自国外）和30万平方米的展区，可谓是世界信息技术博览会中的主要博览会。柏林国际电子电器博览会（IFA）也十分可观。

（2）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

书界盛世：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拥有约7000家参展商和28万名参观者，是业内众多展览会中的老大，而且从1949年起就已是如此了。它也是版权与许可证交易最重要的市场。

（3）汉诺威博览会

工业成就展：来自60个国家的6000多个参展商定期参加汉诺威博览会，使这个每年4月份举行的博览会成为技术界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展览内容从过程自动化、输油管技术到微系统技术领域。

（4）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

聚焦移动的灵活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IAA）拥有许多世界上的新产品和近100万参观者，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汽车专业博览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5）柏林国际绿色周

一切有关好味道的东西：每年在柏林举办的（始创于1926年）独一无二的国际营养、农业与园艺展览会，既是树立形象的机会，又是销售与试用营养、农艺产品的市场。绿色周吸引着约44万名参观者前往柏林广播塔下的会展中心。

（6）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

旅游热：柏林ITB国际旅游交易会是国际旅游行业的主导专业博览会，每年都有1万家参展商（其中80%来自国外）和14万多名参观者来到国际旅游交易会。

其他重要的展览会还包括：科隆图像展，莱比锡图书展，纽伦堡玩具展，慕尼黑运动用品和运动时装展，奥芬巴赫国际皮具展，杜塞尔多夫国际船艇展等。

第八节 对外经济

一 德国对外贸易概况

德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同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关系，全国近1/3的就业人员在从事出口行业的工作。1986～1990年，德国的出口额曾为世界第一，从1991年起位居美国之后。但自2003年以来，德国已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自1991年以来，外贸顺差大幅度增长，从1991年的110亿欧元上升到2004年的1140亿欧元。2005年德国出口额为7861.86亿欧元，进口额为6256.32亿欧元，外贸盈余1605.54亿欧元。

表4-8 2001～2005年德国外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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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出口业素以质量高、服务周到、交货准时而享誉世界。主要出口产品有汽车、机械产品、化学产品、通信技术、供配电设备和医学及化学设备。主要进口产品有化学产品、汽车、石油天然气、机械、通信技术和钢铁产品。主要贸易对象是西方工业国，其中进出口产品一半以上来自或销往欧盟国家。

德国企业竞争力强劲的一个明确讯号是自1991年起明显上升的最重要出口行业的出口率。1991～2001年10年间，机械制造行业的出口率从52%提高到近69%，化学工业出口率从50%提高到近70%，汽车工业出口率从43%提高到69%，电气工业出口率则从31%提高到42%。德国商品总出口率达33.12%，德国进出口商品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0%。

表4-9 2001～2006年德国外贸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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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国外贸政策

1.实行有条件的“自由贸易”政策

目前，“进口清单”（《对外经济法》的一个附件，规定德国哪些商品可以进口、是否需审批和申领进口许可证等）中所列商品的98%以上不需经过任何审批。也就是说，德国进口商品中的绝大部分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进入德国市场。对于其余少量受控或限制的商品，德国政府主要采取配额发放方式。此外，实行对“被动加工”进口限制的政策。所谓被动加工，指的是原材料、零部件等从德国出口，在国外加工后的成品、半成品再返销德国的产品。

2.采取出口攻势战略

据最近德国政府发表的一项题为“积极走向世界”的对外经济攻势战略文件表明，商品出口额已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随着欧盟东扩、中国等新增长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互联网带来的电子商务机遇，出口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突出。为鼓励德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对外经济合作环境，政府发动对外经济攻势，其具体措施包括：尽力推动多哈贸易谈判；主张在欧盟和全球范围内克服清关过程中的官僚主义，为企业减负；充分发挥德国驻外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扩大德国联邦对外经济信息局的全球信息员网点，提高信息服务质量；为德国中小企业赴国外参展提供更多的资金，等等。

另外，针对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出口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实行出口增值税率为零的政策；适当调整国别地区政策重点，以促进出口；国家投资复兴信贷银行专门为企业、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贷款；在国家的支持下成立了赫尔姆斯信贷担保公司，专门为出口合同提供信贷担保；成立以联邦经济部为召集人的部际委员会，协调对外经济活动；对中小企业出口活动提供咨询和适当资助；驻外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促进进出口的工作；强化商会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将财政和技术援助作为扩大出口的一种手段；对大宗农产品出口提供补贴。正是由于政府采取了这些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措施，德国出口贸易才得以迅速增长。

3.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惠制政策

从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同其他欧盟国家一道率先实行普惠制的政策。90年代末期将普惠制项下商品分类由3类改为4类，增加非常敏感商品类。2001年12月10日再次修改普惠制，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按优惠税率下调3.5个百分点，给予普惠制待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继续实行零关税，但香蕉、大米和糖仍实行过渡期安排；对纺织品和服装的普惠制待遇由原先的按优惠税率下调15%升至下调20%；下调后实行税率低于1%的免征关税；现有配额制度一律增加15%；等等。

4.执行欧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定、裁定和政策

反倾销的起诉、调查、初裁、承诺、终裁等均由欧盟掌握。近20年来欧盟的反倾销法规有更严格的趋势，目前的反倾销法规定，不论是自然人、法人、还是无法人地位的行业协会，均可以工业部门的名义进行投诉。此外还规定了复审条例，即最终反倾销税5年到期前3个月，各国可以提出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要求。欧盟将据此进行复审，复审期间最终反倾销税仍然有效。

5.实行严格的武器和军火（包括弹药和战争设备、专利等）出口管制政策

根据德国的《军火监控法》与《对外经济法》，政府出口武器和军火的原则是：不向紧张地区出口武器和军火；不向不应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和军火，为此颁布了严格的出口许可制度。实施出口管制的商品均列在“出口清单上”。此外，为防止利用德国的技术向所不允许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潜艇，尤其需要“认真地”审查，并且要提供“最终用户”证明。

三 德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和地区构成的最新变化

2006年第一季度，德国进出口贸易额达4661.4亿美元，同比增长9.3%。其中，出口额为256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进口额为2096.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2%。贸易顺差468.4亿美元，同比下降16.1%。顺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对第一、三大出口市场法国和英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仅为1.4%和1.3%，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则都超过10%；另外，占德国出口总额近30%的机电产品第一季度出口同比仅增长1.7%；而第一大类进口产品矿物燃料（包括石油）进口同比则增长43.8%。

表4-10 2003～2005年德国出口的地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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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

2006年第一季度，德国主要出口商品排序较2005年略有变化，汽车及其零件取代机械设备，占据出口的首位，出口额达到487.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其中小型轿车出口增长13.4%；机械设备退居第二位，而且出口额同比仅增长0.6%；电机及电气产品出口保持第三位，出口增幅也不大，同比增长3.8%。受油价上升影响，一季度德国矿物燃料出口同比增加39.9%，出口额达到73.9亿美元。另外，飞机出口同比增长29.3%，出口额为69.1亿美元，主要出口地是法国和中国。出口增长较多的其他产品还有铝、铜及其制品，出口额分别为31.9亿美元和23.9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15%和39.7%。

进口方面，2006年第一季度，矿物燃料成为德国第一大类进口产品（上年排在第三位），进口额为301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进口同比分别增长42.4%、20.6%和59.4%，进口额分别为125.9亿美元、42.6亿美元95.7亿美元。机械设备和电机电气产品位居进口的第二、三位，其中机械设备进口增幅较低，仅为5%，而电机电气产品的进口同比则增长18.7%。另外，进口增长较多的产品是药品和航空器零件，增幅分别为17.9%和39.8%，航空器零件进口的增长主要用于出口整机的需要。

从贸易差额看，2006年第一季度，汽车仍然是最大的顺差商品，占德国贸易顺差总额的63%，同比增长13%；石油和成品油的贸易逆差最大，逆差额为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5.1%。

2.贸易地区构成的变化

2006年第一季度，德国对欧盟（15国）出口1418.7亿美元，占德国对外出口总额的55.3%，同比增长4.3%。其中对欧元区出口1093亿美元，同比增长1.4%。德国对其他区域性组织的出口额均保持增长，但增幅差异较大。其中对中东欧自由贸易区出口增长最快，为15.9%，而对东盟10国的出口仅增长0.4%。从国别看，2006年第一季度，德国对法国出口259.3亿美元，占德国对外出口总额的10.1%，为德国贸易伙伴之首，同比增长1.4%。除瑞士外，德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出口普遍增长，增幅两位数的国家包括美国、波兰、中国、捷克、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其中对波兰的出口增长最快，为23.4%。

[image: ]


图4-2 2006年1～3月德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2006年第一季度，德国进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出口。其中，从欧盟（15国）进口1112.9亿美元，占德国进口总额的53.1%，同比增长6.5%，其中从欧元区进口884.2亿美元，同比增长4.2%。德国从其他主要区域性组织的进口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从亚太经合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进口均超过20%。德国从荷兰的进口额为224.3亿美元，占德国进口总额的10.7%，居进口贸易伙伴首位，同比增长0.5%。除西班牙外，德国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均呈增长态势，其中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增长最快，分别增长31.3%和37.5%。

[image: ]


图4-3 2006年1～3月德国主要进口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从贸易差额看，2006年第一季度德国对欧盟（15国）贸易顺差305.8亿美元，占其全部对外贸易顺差的65.3%，同比下降3%。在主要贸易伙伴中，德国对美国贸易顺差119.3亿美元，居首位，同比增长5.9%。由于德国一半以上的成品油从荷兰进口，因此荷兰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为71.5亿美元，同比下降13.7%。

四 德国的外国投资与德国对外投资

德国是世界上经济和贸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大国。德国的外国投资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主要是德国所在的欧盟，包括荷兰、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其次是美国和日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很少，其中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在德国外来投资中占据过一席之地。这些外国投资一般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信贷投资等形式融入德国经济。世界500强企业都在德国开展业务，落户德国的外国公司多达2.2万家，员工人数达270万。2006年1～8月，外国对德国直接投资额为37.64亿欧元。

对国外投资者而言，德国不仅因其专有技术而极具吸引力，而且也因为它的中央地理位置、良好的企业运作条件、高水平的研发能力、先进的基础设施、法律安全以及高素质的劳动力。2000年税制改革之后，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都得到明显降低，投资环境达到相应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水平。为了在国际税制竞争中继续改善德国的地位，2008年1月1日将改革企业税法。德国3.6万公里的轨道网和23万公里的公路网络使其成为欧洲远途货物运输的交通枢纽，欧洲大陆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以及其他机场组成一张紧密的网络，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与通信网络，确保了人员、货物和信息的快捷流动。德国还是最有吸引力的欧洲研究与开发区位。安永国际会计公司2005年对国际运作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在设立研发中心方面，德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备受青睐。雇员的素质被视为重要的优势，德国81%左右的雇员受过职业培训，其中17%具有综合性大学或者应用科学大学毕业文凭。这当中的一大基石就是职业培训的“双轨制”，该体制将企业内部的培训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取得了广受认可的高培训质量。除了这些良好的国内条件外，还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和积极的投资政策密不可分，在欧盟内，不仅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还有欧洲投资银行等投资支持措施。

德国是位居全球投资区域“五甲名单”（中国、美国、印度、德国、波兰）之列，尤其是它的高科技领域许多大型公司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地，2004/2005年度，国外大型投资包括：加州芯片制造商先进微设备公司（AMD）在德累斯顿投资约25亿欧元建造第二家芯片厂；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在新乌尔姆和德累斯顿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世界最大的技术集团通用电气（GK）在慕尼黑附近的伽钦斥资5亿欧元成立了新的全球研发中心。

德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吸引外国投资的地方，但德国利用外资的量大大少于其对外资本输出量，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对外投资逐年增长，发展速度很快。2006年1～8月，德国对外直接投资278.03亿欧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西方工业国家。美国是德国投资商的首选地，是德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国。德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包括设备投资、组建子公司以及销售部门等，2001年底对美国投资累计额达到2870亿欧元，占德国全部对外投资的41.1%。其次是欧盟成员国，投资行业重点因国家而异：在英国、比利时、卢森堡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业；对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工业和贸易。在这些国家中，英国是德国对外投资的首选地，2001年底累计对英国投资631亿欧元，占德国对欧盟投资总额的23.2%。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交通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在企业投资所在地的选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德国众多中小企业更偏向于向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邻近国家和地区投资。德国控股的29357家国外投资企业中，近10%位于法国。德国在欧盟国家的投资企业实现的营业额及雇佣的人数也遥遥领先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德资企业。

德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包括并购投资、获利再投资、企业贷款投资，这些占德国2001年对外总投资的18.3%；其次是证券投资，包括红利投资、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凭证投资，占2001年德国对外投资的46.5%；其他投资形式包括信贷投资和少量金融衍生物投资，其中前者在2001年德国对外投资中占35.2%。

表4-11 2006年德国30强企业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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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经济与社会

在“社会国家”宪法原则的指导下，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步入“黄金时代”，社会保障内容空前扩大，规章制度日臻完善，德国建成了与瑞典不相上下的先进“福利国家”，使德国广大民众享受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福利保障。不过，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保障制度陷入了空前困境，至今面临着调整与改革的重任。

一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德国的社会保障最初是由包括教会救济机构（特别是修道院的救济机构）和骑士团在内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起来的，“三十年战争”后出现的矿工储蓄基金，以及行业储蓄机构和行业财产机构，被认为是德国当今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德国工业化而逐渐形成的，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 1839～1882年的萌芽时期

德国的工业革命与近代化虽比英国晚约半个世纪，但发展速度特别快，不过工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住房奇缺、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激增，而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国对因事故、疾病等原因丧失劳动力的工人又不能提供任何生活保障；另外，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粮食和房租的价格却不断上涨，国内阶级斗争空前激烈。

与此同时，源于“工业革命”的德国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思想也及时地发现社会领域所存在的严重不和谐。以瓦格纳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涉，实行缓和而有效的社会政策，这一派学者于1873年组成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该学会的理论和主张，得到当时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赏识，对德国社会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俾斯麦实行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他的社会政策思想对德国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过，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无论是教育界、社会团体的慈善事业还是国家的局部性社会立法，都是从自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价值观出发的。

2. 1883～1932年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已经从零星的、局部的社会政策措施发展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了。其基本特点是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被迫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国家立法轨道，实行“统一”和“平等”的社会保障原则，试图通过国家直接干预和调节社会再分配，消除广泛发生的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受俾斯麦社会政策思想的指导，帝国政府先后于1883年4月、1884年7月和1889年6月颁布和实施了《工人医疗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与《伤残和养老保险法》。这些社会政策立法基本上奠定了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在俾斯麦1890年退职后，德皇威廉二世也注重社会政策立法，甚至比俾斯麦更加注意保护劳动者，1906年的《军官养老法》和《士兵抚恤法》，1907年的《遗孤救济法》，1911年在已有立法的基础上汇编了《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险法》；另外，在一战期间还颁布了一些针对工厂工人的法律和法令。魏玛共和国时期，在《魏玛宪法》所奠定的德国近代“工业民主制”的框架下，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如《家庭劳动法》、《劳动仲裁法》、《公共救助法》、《失业救济法》、《义务劳动法》等。

3. 1933～1950年的停滞和恢复时期

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时期，虽然保留了社会保障的基本法规，但放弃了自治管理，实行纳粹党规定的法西斯原则，使社会保障制度变成了纳粹党践踏人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基本法》的颁行，德国社会政策的立法思想也发生一定变化：确认不可侵犯、不可转让的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经济上明确财产权的相对原则，即财产权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必要时国家可以依法征用私人财产；社会政策上强调保障主义，即国家应给予人民工作机会；保障人人过上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另外，国家在坚持原先各项社会保障原则的同时，重申社会保障实行“自治管理”。

4. 1950～1956年的大发展时期

在这段时期，过去“保障每个人都能维持一般生活水平”的目标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保障范围扩大，保障内容包罗万象，规章制度日臻完善，建成了先进的“福利国家”。这时，社会保障已经从单纯的社会救助发展成公民的社会权利，从而过渡到国家主动地针对社会弊端制定社会经济防范措施的新的历史阶段。

5. 1976年以来的调整、改革时期

20世纪60年代，社会保障的空前发展，使得社会保险费用扶摇直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减缓，失业大幅度上升，社会保障费用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但出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突出问题，而且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危机局面，面临着调整与改革。

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之所以建成仅次于瑞典的“福利国家”，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战后经济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为“福利国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次，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凯恩斯主义的引入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保障。再次，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社会民主党的推动。

二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目标和主要内容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目标。第一，减轻人们的社会风险。第二，保护社会弱者，使其免受第三者利用他们的困境。另外，社会政策从存在之日起，它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仅仅保护人们对付各种风险，更重要的是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弊端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

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容十分广泛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建立在保险原则、抚恤原则和救助原则的基础上，每一项基本原则都直接影响整个保险体系中的一个领域的组织结构和为它确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德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包括两部分：一是以五大保险为主体的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抚恤、社会救济以及青少年救助和住房资助等；二是以“共同决定权”和劳动保护为主体的雇员保护政策体系。第一部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

1.疾病保险

疾病保险也称医疗保险，它是围绕疾病诊治和健康恢复对个人及其家属实行的一种保险，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病后康复。它创立于1854年，是社会保险中历史最长的保险部门。法定疾病保险分为两种形式，即义务保险和自愿保险。参加义务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根据相关法律确定的月工薪收入数值划分。月收入低于这个收入数值者，参加义务保险；反之则可参加自愿保险。

参加义务疾病保险者分为10类人员。

（1）工人，主要指各种体力劳动者，包括伙计、帮工、学徒、家庭服务员等；

（2）职员，主要指脑力劳动者，包括商业界的职员、教育界的非教师类职员以及工厂的技师等；

（3）那些在职时曾属于法定义务疾病保险的退休人员；

（4）根据职业促进措施准备改行而领取过渡性收入的职员；

（5）中下层自由职业者，如家庭手工劳动者、自由教师、助产士等；

（6）国家认可的大学在校生；

（7）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的人；

（8）农业工人及其家属以及依靠财产养老者；

（9）自由职业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

（10）参加职业培训的残疾人。

凡雇主雇用新的劳动力，都必须依法及时通知义务疾病保险机构，以便雇员能及时享受疾病保险；步入退休年龄或准备提前退休者，从退休之日起自动转入退休疾病保险；失业者的疾病保险，从领取失业保险金之日起计算；服兵役者或不愿服兵役而改付补偿性劳动者，其义务保险人的资格不变。

义务疾病保险金不一定一次交齐，但当月的保险金最迟要在下个月的15日以前全部交清，逾期交纳，需交罚金。义务疾病保险的管理机构是医疗保险所，全国有按地域、职业和行业划分为8种主要类型的1314家医疗保险所。它提供的服务主要分为实物和劳务两大类。

自愿保险，是相对于义务保险而言的。不属于义务疾病保险者都有权自由选择是否加入疾病保险。各类投保人视其身份不同，负担的保险金也各不相同。保险金的征收率，全国各州没有统一标准，视保险支出负担呈逐年调高趋势。各州每年确定一个计算保险金的工资收入基数。雇员收入在这个基数以下者，按实际工资数额根据一定比例扣缴；超过这个基数者的超额部分免交。如果雇员收入很低，每月不超过385欧元。则该雇员的全部保险金都由雇主负担。参加义务疾病保险的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由本人承担全部保险金。但为了照顾大学生，他们只交纳疾病保险金平均数的70%。失业者的疾病保险金，由联邦劳动局按照该失业者最后就业的工资收入按正常交纳比例全部支付。自愿保险者如果参加义务疾病保险，那么需承担所应交纳的全部保险金。

2.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在保险人失去劳动能力、年老乃至死亡的情况下为其本人和家庭提供的保险，全体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养老保险在形式上可分为义务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两类。义务养老保险是一种不考虑投保人和雇主意愿的强制性的保险。义务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交纳的保险金区别很大。雇员养老保险总金额由雇员本人和雇主各交一半。义务养老保险金的具体数额，根据投保人工资或薪金收入水平来确定。各州分别确定一个保险金的最高标准。

养老保险金的支付标准涉及很多因素，但主要取决于个人养老金的测算依据、养老金的一般测算依据、保险年限以及增长率。个人的测算依据，是指投保者个人的毛工薪收入与全体投保者就业期内获得的平均毛工薪收入百分比。一般的测算依据，是通过所有工人和职员的平均毛工资收入来计算，并且随上年毛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保险年限，由交纳保险的时间、替代时间（即服兵役或被监禁等无法正常交纳保险金的时间）和扶养、教育儿童的时间等组成。增长率因投保养老保险的种类不同而各异，一般在1.0%～1.5%之间。承办义务养老保险的机构通常按下列公式来计算个人养老金数额。

[image: ]


3.工伤事故保险

工伤事故保险创立于1884年，其前身是1871年制定的《雇员责任义务法》。它的任务是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组织事故现场急救，帮助工伤事故受害者恢复就业能力，减轻事故后果并为受害者本人、家人及其遗属提供经济补偿（抚恤）。

工伤事故保险原则上也分为义务保险和自愿保险两种形式。义务保险是指强制性地参加这种保险。它的投保人主要包括：所有的雇员（不论其职业的年限、类型和收入的高低）、雇主、家庭手工业者、杂技和杂耍演员、失业者、助产师、按摩师、因事故而接受援助的人、献血者、援外人员、幼儿园的儿童以及大、中、小学生等。

工伤事故保险的资金全部由代表资方的雇主交纳。保险金交纳的多少取决于各个企业投保人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各个企业出现事故的次数、严重性和危害程度。事故较多、危害较大的企业，要多交保险金。另外，出现工伤事故次数多、危害严重的企业要受到罚款处理。

工伤事故保险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事故预防措施，它主要包括制定并公布预防事故的规定、技术检查部门的监督和违反规定的查处。二是针对事故发生的各种不同情况支付保险金。这些事故主要指：投保人在工作时发生的事故，因公出差或外出办事发生的事故，工厂举办一些活动时发生的事故，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酗酒引发的事故除外），由于工作原因损害身体健康引发的疾病（如职业病）等。

4.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是根据1927年10月实施的《职业介绍法和失业保险法》建立的。后来由1969年6月颁布的《劳动促进法》取代了它。德国的失业保险是不考虑雇主和雇员意愿的强制性保险，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必须参加。各种自由职业者都不属于法定失业保险的范围。失业保险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失业保险。它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保险金总额的50%。失业保险金总额取决于雇员收入的高低，一般为雇员毛收入的6.8%。

（2）失业救济。它是国家承担的社会义务，是按照严格的评判标准给穷人提供帮助的政策措施。

（3）短工补贴。职工所在企业如开工不足或暂时停工，职工可申请因开工不足或停工所损失的短工补贴。其前提是，通过这种补贴必须能够确保其就业岗位。短工补贴金额对于有孩子的职工来说是其最后一个月纯工资的68%，对无孩子的职工则是63%。

（4）冬季补贴和恶劣天气补贴。为鼓励建筑业全年开工，建筑工人自12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不包括12月25至次年1月1日），每小时的工酬增加1.5欧元的冬季补贴。另外，建筑工人若在此期间因天气恶劣而无法开工，其工时损失由劳动部门给予恶劣天气补贴，其补贴数额与短工补贴相同。

（5）拖欠工资补贴。当雇主无力及时支付而造成拖欠工资时，职工可领取拖欠工资补贴以弥补损失。补贴数额也与短工补贴相同。

5.护理保险

护理保险是德国社会保险的第五大分支，它隶属于法定医疗保险机构，因此，并没有为此增加相应的官僚机构和行政机构。确立护理保险是后工业化时期国家社会职能的又一重要发展。1995年建立护理保险后，所有需要护理者都能及时受到护理保险的保护，而且，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投保人也被社会护理保险承保（将近人口总数的92%）。护理保险基金的经费按照自行支付的原则由保险税款提供。护理分家庭护理、门诊护理和住院护理三个层次。在把病人安排进养护院和疗养院之前，首先要考虑家庭护理，病情加重后再安排门诊护理，病情严重且可能长期化者，才转入住院护理。护理费分为不同等级，每月最少385欧元、最多1920欧元。护理保险与医疗保险一样，也由雇员和雇主各负担保险费总金额的50%。

除了上述五大社会保险之外，还有公务员优抚保障、教育资助、育儿费和育儿假、儿童补贴、儿童免税、住房补贴等优惠政策。

三 德国的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是德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专门分支，它被看做是为农业工作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所有措施的集合。德国的农村社会保障集中反映了农业的特殊性，并对不受一般的医疗和养老计划承保的自雇农场主、他们的家庭协助成员、退休农场主（他们不能再进行劳作）和雇员进行保险。

德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农村事故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农场主辅助养老基金。农村事故保险是为农、林工作者设定的法定事故保险，它源于1884年的《事故保险法》，该法奠定了农村事故保险的基础。农村事故保险对所有合法的农业企业和人员承保，它既不需要以加入申明来建立承保与投保关系，也不能以退出方式终止这种关系。农业事故保险范围有以下几项：（1）农林业、园艺和酿酒业、淡水捕鱼业、养蜂业以及园林保护和环保业的企业；（2）从事养殖业的企业；（3）农林企业；（4）护林员，维护公园、花园、基地的企业，保护和改善农业包括政府农业部门及其协会的有关企业；（5）农业附属活动。农业事故保险有两种赔偿方式：一是担负病人因工作事故或患有职业病而需支出的医疗费用；另一种是职业援助，即根据受保人的素质、才能和先前的职业，帮助他们重新寻找工作。

农村医疗保险于1972年10月1日开始实行。自雇农场主及其配偶、退休农场主首次被纳入法定医疗保险中，此前只有部分农场主或是由私人医疗保险基金承保，或是法定医疗保险基金的自愿投保人。农村医疗保险中的承保人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下建立的农村医疗保险基金（已建立了20个），这些基金是由公法规范的公司来运作。农村医疗保险基金的承保对象较为广泛，按法律规定共有12类人员。农村医疗保险基金承担的赔偿项目包括：为提高健康水平和预防疾病的保险，以及疾病早期发现的赔偿及患病赔偿、死亡赔偿等。

建立于1957年10月1日的农场主辅助养老基金是专门以职业为导向、确保农场主及其配偶以及在农场工作的家庭成员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原则上，农场主辅助养老基金包括的保险赔偿有：包括康复在内的医疗；职业和家庭援助；为低收入农场主或其在农场工作的、有投保义务的家庭成员提供保险税款津贴；给放弃财产及生产的农场主支付的养老金和补偿津贴；以及年龄超过65岁者领取的养老金、提前退休养老金及伤残救济金、鳏寡抚恤金、孤儿抚恤金、已经法律宣告死亡的失踪者的抚恤金以及不能为经营农场的幸存配偶提供的职业或家庭援助等。

实行上述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而“福利国家”的建设又必然导致雇员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扩大，雇员保护政策体系则要体现这种社会权利和民主权利。它主要包括：（1）劳资“工资自治”，即各个行业工会和相关的雇主协会自主签订劳资协议，就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关系的内容和缔约与解约等有关事项做出规定，政府不直接干预。（2）实行“共同决定权”，即雇员在企业管理中拥有发言权和决策参与权，这是现代企业民主的重要标志。（3）劳动保护，雇员可受保护的主要范围包括：工作时间保护、预防危险保护、工资保护和劳资关系保护等。（4）实行“人民股份制”，即企业向雇员出售股票，鼓励雇员参与企业投资，参加建房储蓄和有奖储蓄，促进雇员“形成财产”。

四 德国福利国家的困境与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已经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由于经济“滞胀”，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社会保障费用日益膨胀，政府不堪重负。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费用开支不断增加，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从1970年的20.7%增加到2000年的33.54%；近年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4%。

（2）受益不公，效率受损。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造成了不劳而获或少劳而多得的现象，甚至失业者的收入由于名目繁多的救济和补贴而比就业者还多，以致人们的工作热情减弱，甚至养了一批懒汉，使企业经济效益受损，国家竞争力削弱。

（3）保险机构林立，官僚化严重。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加，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也日益庞大。社会保险机构需要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和行政管理人员。但是，这支队伍的上层部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并且把自我生存作为唯一目标。结果使保险机构林立，内部叠床架屋，冗员日增，管理混乱，费用上升，手续烦琐，官僚主义泛滥。

这样，社会福利国家的德国便陷入了一个怪圈：劳动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下降→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增加→劳动成本再度增加。经济全球化、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人口老龄化等所产生的压力等诸多因素，迫使德国开始酝酿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与改革。但迄今尚无被公众广泛接受的改革方案出台。


第五章 军事

第一节 联邦国防军的建立与联邦安全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一 联邦国防军的建立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建立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严重争议的问题。最终，德国联邦国防军于1955年11月12日正式建立。早在1950年8月28日，阿登纳总理在向西方占领国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就提出“如果组建西欧多国部队，德国可派军队参加”。1952年2月初，联邦议院第一次公开辩论建军问题，阿登纳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决定组建联邦国防军。1955年6月7日，联邦德国设立国防部，特奥多尔·布兰克出任第一任国防部长，1956年2月将军队名称正式定名为联邦国防军。当时决定在3年内组建一支50万人的军队（12个师及2～4个师级建制的独立旅），后来因为种种困难，经过5年终于组建了一支36万人的军队。当时军队的司令官全部来自前第三帝国军队，如豪辛格、斯派达尔、卡姆胡贝尔、鲁格、勒辛格尔等。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两支军队实现了“合并”。民主德国的人民军为9万人，联邦德国联邦国防军为49.5万人。名为“合并”，实为联邦国防军“接收”了民主德国人民军的部分士兵。当时，联邦德国国防部认为，民主德国人民军的将军与统一社会党关系密切，所以被全部解除军职。在两德统一4个月后，人民军58%的职业兵和67%的军官被遣离军队，实际只接收了3500名士兵和3000名下级军官。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90年11月19日在巴黎签订的《巴黎宪章》及同年7月德国科尔总理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在高加索会晤时达成的协议，联邦德国的国防军人数不超过37万人。

二 联邦国防军的现状

联邦国防军由陆军、空军和海军组成，是一支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现代化军队。和平时期，联邦国防军保持34万人（战时兵力可增为68万人），每年保持14万后备人员应召参加训练。目前士兵的基本服役期为10个月，此外还有职业军人和长期服役军人，其服役期长至15年。妇女可在军队的医务及文艺部门服役。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德国提供该组织在欧洲的最大的常规军队兵额。

联邦国防军现有25.66万人，其中陆军11.57万人，海军约1.92万人，空军约4.73万人，其余为技术服务人员等。2004年，国防预算总额约240亿欧元，占联邦政府财政年度预算的9.6%，较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北约在德驻军中美军约7.3万人、英军1.67万人。德军目前参加海外行动的人数约为7000多人。

目前德国陆军拥有6个联合军区指挥部及其部队，1个独立军区指挥部，1个独立师指挥部，1个专门的师指挥部，21个战斗旅，1个航空机械化旅，27个专区防务指挥部以及4个战时加强旅。陆军指挥系统中，总司令部以下设陆军局和陆军支援指挥部。

海军包括15艘护卫舰、15艘反潜快艇、6艘潜艇、20艘扫雷舰、10架海上巡逻飞机，另有1个海上战斗轰炸机联队。该联队包括46架“旋风”式战斗机、38架直升机和10艘主要补给船。空军将继续部署10个作战飞机联队、6个地对空导弹连、3个运输机联队、2个雷达控制部队以及2个信号团。

此外，德军还有5个旅被指定为危机反应部队：第31空降旅、第37轻步兵旅、1个空运机动旅、第21装甲旅和第12装甲旅抽调的人员组建的1个装甲步兵旅。

联邦国防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是由联邦总理任主席的联邦安全委员会。国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确保德国的和平、自由和独立，不掌握和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5月，德国公布新的《国防政策方针》，明确界定德军的最主要任务不再是国土防御，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预防和处理危机”，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要时可协助警方在国内执行反恐任务。联邦国防军的主要任务是：

——保护德国及其公民不受政治讹诈及外来危险的威胁。

——促进欧洲的军事稳定和一体化。

——捍卫德国及其盟国，按联合国宪章精神为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服务。

——抢险、救死扶伤和支持慈善行动。

自1993年以来，德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使命（即“蓝盔使命”）。1994年7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规定，德国军队参与海外任务必须获得德国联邦议院同意。2004年12月3日联邦议院制定的法律规定，只需联邦议院内的任何一个政党在7天之内不对出兵事项提出质询，该出兵行动就应自动得到议会授权而被批准。紧急情况下，议会可在出兵已成事实后再追加批准程序。

联邦国防军队在德国民众的心目中，其形象与国家其他公共事业部门相近。在德国，很多公民将军队看成是对青年一代进行良好教育的机构，士兵和军官并不公开享有特殊的威望。民意测验表明：联邦国防军在民众的心目中只是社会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德国公民有义务服兵役，但在服兵役违背自己良心的情况下也有权利拒绝服兵役。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不能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服兵役。如果有关申请得到批准，则服兵役的义务不复存在；但拒绝服兵役者必须在福利机构（比如医院）中提供为期13个月的民事性劳务作为补偿。德国每年有两到三次征兵，每次大约有2万～2.5万人应征入伍。义务服役期为10个月，而作为“义务公务员”的代服兵役期为13个月。即使这样，每年仍有1/3的应征者拒绝持枪，甘愿做“义务公务员”。

三 联邦安全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1.冷战时期联邦德国的安全政策

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是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之后才得以实现的。随着冷战的开始，美苏走向了激烈的对抗，美英法三国为抗衡当时的苏联，导致对战后德国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联邦德国地处北约前沿，同当时的华约国家有800公里长的边界，极易遭受攻击，因而在北约实行的“集体前沿防御战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50年北约理事会首次讨论了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关注。1950年，法国提出歧视性的“普列文计划”，明确提出“联邦德国不得建立国防军和总参谋部”。1954年北约再次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1954年10月23日，北约理事会终于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签署了《巴黎协定》，同意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集体防务体系，前提条件是当时的联邦德国应承诺“放弃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研制和生产，限制军舰、战略导弹和轰炸机的制造规模”。1955年5月9日，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11月12日，联邦国防军陆军正式组建。1960年联邦德国制定完成重整军备的初步计划。

战后初期形成的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依附于西方联盟，通过加入北约而取得联盟伙伴的地位，以此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实现政治复兴，争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保护，以此来确保自身安全不受侵犯。联邦德国的这种安全政策是一种不具有独立性的政策，它不仅受到来自盟国的严格限制，而且还受到本国《基本法》的限制：联邦国防军被看做是联盟的一支武装力量，只承担防御任务。这种严格限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和避免战后德国的任何自主军事行动的发生，使联邦德国的军事安全政策成为战后西方联盟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这种不独立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邦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接受北约盟军司令部特别是美国的指挥；（2）联邦德国在财政上承担了北约防务开支中欧洲国家份额中的29.2%，是欧洲国家中负担最重的国家；（3）联邦德国成为北约兵力部署的重地，而且在柏林还驻有美国、英国、法国的和苏联的占领军；（4）联邦德国成为北约核武器的部署重地。联邦德国在其《国防白皮书中》也承认：“同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对我们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北大西洋联盟和同美国的友谊及伙伴关系是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对联邦德国来说只有在这个基石上的安全政策才是现实的、可靠的和有可能的”。

联邦德国在寻求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联盟军事安全保护的同时，还积极推行以西欧联盟为核心的独立的欧洲防务体系建设。到了60年代，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居第二，德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联邦德国开始不满足仅仅依附于美国。1963年，联邦德国同法国签订了《德法友好合作条约》，实现了两国的彻底和解，从而开创了法德合作的新时期。70年代，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后，根据当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特点，提出了“均势战略”思想，适时将联邦德国防务政策的指导思想做了战略性调整。施密特的“均势战略”思想可概括为两大内容：一是维护和恢复东西方力量均衡，首先是军事均衡，只有这样才能制止战争的爆发。施密特明确指出，军事均势是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由的社会制度的一个生存条件”。二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力量均衡得以保持的基础上，缓和政策才能获得成功”。后者则是前者必要的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联邦德国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同法国的防务合作，以德法为核心推动欧洲的进一步联合。德国认为，只有把维护同美国的关系与加强欧洲联合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加强北约的目的，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联邦德国的安全。德法两国于1982年底建立了定期会晤制度，并成立了协调军事政策的“安全和防务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还就核战略问题进行“一般性磋商”，在欧洲防务、军事合作及武器研制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在德法两国推动下，沉寂了30年的西欧联盟重新趋于活跃。1986年1月1日，在法国的提议下，西欧联盟正式取消了对联邦德国生产和储备进攻性常规武器的限制，标志着联邦德国在防务安全决策上的自由度有了新的提高。

2.统一后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变化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地区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对统一的德国而言，原先来自东方的威胁也大大下降，代之而起的是一些过去被冷战格局所掩盖了的地区热点，如边界冲突、宗教矛盾和民族纠纷，它们构成了对德国安全的新的威胁。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独联体及地中海南部地区爆发的或潜在的危机更是引起了德国的广泛关注。1994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四国驻柏林的占领军正式从德国撤离，更是标志着德国已经从一个主权有限的国家成为一个主权完整的“正常国家”。为了适应欧洲新的安全形势，德国统一后对其安全政策做了相应的调整。

（1）通过改造北约，加强欧洲防务联合，更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构筑全欧未来安全结构。德国统一后安全政策的目标是改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结构，淡化北约的军事色彩，加强北约的政治职能，促使其由原来的军事政治组织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以适应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安全形势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欧盟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外交方面的合作，最终建立欧洲自己的独立防务体系。德国认为，建立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是未来德国安全和欧洲安全的一种可靠保证。在德国付出一系列努力之后，原来的欧安会于1994年12月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从而使该组织由最初的地区性安全论坛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机构。欧安组织与北约、欧盟一起构成德国安全战略的三个支柱，三者互为补充。北约的重点在于对付潜在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威胁；欧盟通过建立和扩大其防务职能后重点对付欧洲周边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及其南部地区的局部冲突；欧安组织通过加强其防止和调解冲突的机制后，重点是解决中东欧国家之间因民族矛盾和边界纠纷等原因可能导致的局部危机。从长远来看，北约在今后德国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将减弱，欧盟的防务结构将上升为主要支柱，欧安组织将通过建立内部互相制衡的机制而成为保障全欧稳定的重要工具。

（2）积极推动北约和欧盟向东扩展，加强同中东欧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德国统一后积极推动欧洲的共同防务建设，在德国和法国的共同努力下，欧共体首脑会议于1993年11月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为制定欧盟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创造了条件。1993年11月5日由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共同组成的欧洲军团正式宣告成立，欧洲军团由欧盟的独立防务机构西欧联盟指挥。德国还积极主张北约、欧盟和西欧联盟向中、东欧地区扩展。1994年1月，北约首脑会议正式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以最终将原属华约的东欧国家吸收加入西方阵营为目标。1994年5月9日，西欧联盟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决定接纳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联系伙伴国”；规定这些国家可以参加西欧联盟的例行会议，商讨欧洲防务和安全问题，向西欧联盟机构派驻军官，共同举行军事演习和培训军事人员，联合派遣部队承担维和使命。1994年12月，德国利用担任欧盟主席国地位的机会，促成欧盟埃森首脑会议讨论欧盟的东扩战略，并同意波兰等6个东欧国家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与此同时，德国还密切加强同东欧邻国的双边军事合作。目前德国已经与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斯洛伐克等国家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1993年6月，美国在德国南部地区设立了一个“乔治·马歇尔中心”，专门负责训练东欧国家的高级军官，德国也派了军事教官参与教学训练工作。

（3）精简军队规模。根据有关各方就德国统一问题的协议的规定，1994年底德国军队总人数将由统一前的约66万减少到37万。与此同时，原联邦德国的军事机构也大幅度裁减，而原民主德国的绝大部分军人被复员转业、提前退休或沦为失业，大量武器弹药被销毁。1995年3月，统一后的德国的国防部决定在37万国防军的基础上继续裁军，人数减少到33.8万，并于1996年如期完成了这一新的裁军计划。在新的安全形势下，联邦国防军的军事方针已由过去的本土防御和联盟防御拓展为全球的危机干预目标，这就要求新时期的德国军队具备精、快、灵的特点，为此德国的陆军组成5个旅，而德国部队将参加德法旅，这个旅可以建成相当于两个师的规模；空军计划建立6个飞行大队，即空袭大队、空防大队、侦察大队以及两个陆基混合空防兵团，此外还包括2至3个空运联队；海军维持两支有进行海战能力的远洋特混舰队。

（4）实施军队结构调整。冷战结束后，德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德国不再是前线国家，在德国的历史上其邻国第一次都成了德国的盟国和朋友；德国不再处在一支有能力发动战略进攻并占领德国国土的军事力量的影响范围之内。在这种新的安全形势下，联邦国防军被赋予新的任务：保卫德国的安全；在欧盟和北约范围内提供支援和联络；参与解决国际争端和防止冲突；援助受灾地区。针对联邦国防军的新任务，德国军队结构也适时地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未来的联邦国防军将由危机反应部队、防御主力部队和基层军事组织组成。危机反应部队是随时能投入战斗的机动部队，其人员精干、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火力和机动能力较强；防御主力部队平时编制不满员，需经动员、补充、训练后才能投入战斗。二是加强联合，使部队实现多国化。目前，德军除在东部地区保留一个军的德国部队以外，其余的部队全部改组成多国联合军团。

（5）突破《基本法》限制，出兵海外，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战后，联邦德国的宪法《基本法》严格限制联邦国防军向海外派兵。两德统一后，随着德国安全政策的调整，联邦国防军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能够在北约和西欧联盟范围内，对克服危机和防止冲突作出贡献，在联合国和欧洲安全组织的范围内执行包括人道主义和按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各种使命，实现由保卫本国到可以在北约地区以及在海外使用部队的转变，而另一方面，德国为了谋求“与其实力相称的地位”，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的义务和责任。近几年来，德国已经多次突破《基本法》的限制，向北约以外地区派遣部队，执行各种任务，如90年代末参加驻在前南地区的维和部队，派驻阿富汗的多国部队，以及最近向黎以冲突地区派驻军事人员等。

德国的安全政策虽然正处于调整之中，不过，其最高目标始终是确保德国的和平、自由和独立，同时积极参与制定欧洲新的安全政策。德国安全政策的制定坚持以下原则：维护德国公民的自由、安全和福利，以及国土不受侵犯；在欧盟内实现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与美国保持牢固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将东部邻国引入西方体系，建立新的安全合作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尊重国际法和人权，维护建立在市场经济准则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体系。

第二节 国防体制与军队建设

一 国防体制

德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是联邦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由联邦总理任主席，常务委员有联邦国防、内政、外交、财政、经济部长和总理特别任务部部长。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列席委员会的会议。平时，军队的统帅机构是国防部；战时，军队最高统帅由联邦总理担任。

联邦国防部长是联邦国防军的最高长官，平时对武装力量拥有指挥和控制权。国防部下辖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受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领导，负责联邦国防军的组织、建设和战略，以及协调三个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工作。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是国防部长和联邦政府的军事顾问、联邦国防军最高军事代表和军衔最高的军人（上将）。他在国防部长领导下，负责战略方针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实施，对武装力量没有作战指挥权。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的咨询机构是军事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担任，委员有陆、空、海军监察长和医疗卫生监察长。

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是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的办事机构。它负责处理涉及整个武装力量的军事任务，拟定总的军事防御计划，制定和监督联邦国防军计划的落实，制定军队指挥、组织以及各种计划、训练、教育等工作的依据和原则，协调各军种指挥参谋部的工作。总监察长有权向三个军种监察长和医疗卫生监察长下达指示。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下设7个处、47个科，有军人400余名，其中50%来自陆军、35%来自空军、15%来自海军，另有文职人员一二百名。

三个军种的最高指挥机构分别为陆、空、海军指挥参谋部，各参谋部均设监察长、副监察长、参谋长（海军参谋长由副监察长兼）各一人。各军种监察长相当于军种司令，在本军种战备方面对国防部长负责，有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的权力。与三个军种指挥参谋部平等的还有医疗卫生监察部，负责指导、监察全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也是全军所有医疗卫生勤务机构和单位的最高领导机构。医疗卫生监察长在国防军的医疗卫生勤务方面对联邦国防部长和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负责。

两德统一后，国防军的头等任务仍然是确保德国领土、领空和海岸的安全，同时还面临着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或西欧联盟）和联合国的有关军事行动。为此，国防军必须是一支能快速动员、随时随地可以投入战斗的应急部队。联邦国防军在其陆、海、空三军的基础上被划分为三部分，即危机反应部队、防御主力部队和军事基层组织。危机反应部队是为防止和处理危机与冲突能参与盟国和联合国军事行动的部队，必要时可以得到其他部队的支援；防御主力部队包括现役和预备役、担负保卫德国和欧盟任务的部队；军事基层组织是指为进行军队的指挥、支援、管理、训练、供给，以及为进行军、地协作和支援盟军等工作而设立在德国国内的组织和机构。

二 各军种编制

联邦国防军由陆、空、海军组成。平时和战时分别由国防部长和总理掌握指挥监督权。根据北约的协定，动员令下达后，野战陆军和大部分空、海军将在北约司令部指挥下行动。

1.陆军编制及其演变

陆军由野战军、本土陆军和陆军局组成。本土陆军由本国指挥，执行国土防御任务；陆军局由联邦国防部长和陆军监察长领导，是陆军监察长在勤务管理方面的助手。陆军划分为战斗部队、战斗支援部队、指挥部队和后勤部队。战斗部队包括步兵、山地步兵、空降部队、装甲侦察部队。战斗支援部队包括炮兵、陆军高炮部队、陆军航空兵、工程兵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部队。指挥部队包括通信、宪兵、远程侦察、测绘、心理防御、卫生、补给和维修部队。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自德国陆军于1955年11月12日组建至两德合并，已实行过四代编制。这四代编制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陆军第一代编制的显著特点是小规模、高质量。在1955年11月军队重建之初，联邦德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建军思想和建军方针上意见不一致：一部分人主张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和人数众多的后备队，以配合北约的战略计划；另一部分人（绝大多数系旧军人）不赞成片面追求兵力数量，强调“质重于量”，主张建立一支规模较小但训练有素、机动性高并装备原子武器的陆军。建军初期是根据前一部分人的意见制定建军计划并组织落实的。1956年10月，修改了原建军计划。经修改后的建军计划大大削减了军队人数，放慢了建军速度，将原定在3～4年内建立拥有50万人的军队削减至30万人，将原定在1957年组建12个师的任务推迟至1961年完成。实际上到1960年12月就建成了12个陆军师，不过总人数只有17.2万人。而在质量方面，编组部队的原则是：提高火力和机动能力，部队完全摩托化与机械化；师属各战斗营具有独立作战能力并可随时组成特种战斗群；建立统一的后勤部队。陆军第一代编制的其他特点主要是采用了“积术组合法”，即可根据情况和地形有选择地将战斗部队、战斗支援部队和后勤部队配给战斗群司令部，以组成能执行各种任务、适于在各种地形下作战的战斗群。

根据形势的变化，军方认为，必须按照核条件下作战的需要对陆军重新进行编组，以“提高部队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使其能及时地疏开和实施机动防御，迅速集中兵力实施反击”。于是，1958年联邦陆军按以下要求进行了改编：既能进行常规战争，又能进行核战争；既能进攻，又能防御；既能有高度的机动能力，又能在“最原始”的条件下作战，在断绝供应的情况下，能独立作战3～5天；既保持最低限度的人力，又达到最大限度的战斗力。从而形成了德国陆军的第二代编制，其主要特点或者说主要变化是：（1）师的建制发生变化，人数增加了。改编后，师的战斗群编制被小型旅的编制取代。装甲步兵师由1.35万人增至1.537万人，装甲师由1.25万人增至1.4225万人。连、营人员减少1/4，火力未变。陆军总的作战能力提高约20%。（2）装甲部队大大增强。按过去编制的12个师中共有24个装甲营，改编后增至40个。（3）提高了机动性和原子防护力。步兵师的装甲输送车由223辆增至677辆，达到每个班有1辆装甲输送车或卡车（过去每个排仅1辆卡车）。师增编了1个三防连。（4）旅下辖1个供给营，负责全旅补给工作。

20世纪60年代，联邦国防军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60年代华约的地面武装力量不断增长，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在联邦德国边境附近部署了6～7个师的兵力；同时，德国军队赖以立足的北约也做出了战略调整，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原先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其次，德国军队在财政和人员方面遇到困难，征召义务兵的数量常常满足不了需要；用于完成重要武器装备计划的资金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70年代初德国陆军迎来了建军以来的第三代编制，这次编制的主要特点是：（1）增编轻装步兵部队。根据新编制方案，于1970年10月1日将驻扎在东部边境黑森山地和巴伐利亚森林的第2和第4装甲步兵师改编成第2和第4轻装步兵师。它减少了坦克和装甲兵，加强了反坦克部队和具有强大反坦克能力、但仅适于下车战斗的步兵，从而大大提高了在中等山地、森林地等复杂地形条件下实施作战的能力。（2）划分部队等级。陆军各师过去一般只保持编制人数的60%～75%。为了应付新情况，使部队战时能迅速投入战斗，改编后分成3个等级：一级为“满员部队”，其人员、装备齐全，平时就处于战备状态，部署在第一线；二级为“基干部队”，平时只保持战时编制人数的40%左右，但武器装备齐全，一旦发生战争，可迅速补充满员；三级为“技术器材勤务单位”，平时只配备有基本数量的武器装备，以及少量维修保养人员，必要时再扩编。通过划分部队等级，“从下到上、从前到后”增加了部队的机动部分，普遍削减了后勤人员，从而在人员、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充实和加强了第一线部队，提高了紧急应战能力。部队划分等级之后，又实行了“常备预备役”制度。“常备预备役”是指士兵服完现役后立即转服的一种兵役，为期3个月（后延长为一年），在未宣布动员的情况下，也能征召这种人员重返原部队。（3）合并指挥机构。陆军原设有陆军指挥参谋部和本土防御司令部，指挥分别隶属于北约的12个师和本土防御部队，形成两个指挥系统。为了充分利用从部队复员的预备役人员这一巨大潜力，加强集中统一指挥，联邦德国撤销了本土防御司令部，将它和本土防御部队并入陆军，归陆军指挥参谋部统一指挥，这既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又提高了效率。

陆军第四代编制于1980年10月1日正式开始。改编后，陆军平时兵力不变，仍为34万人。这次编制的主要特点是：（1）大力加强反坦克力量。针对华约在坦克数量上的巨大优势，改编后，陆军极大地加强了反坦克力量，装甲旅由原来的12个增至17个。3个军各增编1个反坦克直升机团，战时作为军的空中机动反坦克预备队，主要用于增援重点方向上的反坦克作战。军属空降旅也增编两个反坦克营。此外，陆军从1979年10月开始已陆续装备大大优于苏联T-64和T-72坦克的“豹”—Ⅱ型现代化战斗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系统。从1980年12月4日起，陆军又开始陆续装备被认为“是陆军最现代化的反坦克系统”飞机，新组建的每个军属反坦克直升机团装备56架这种飞机。此外，陆军已装备了用于快速、大面积布雷的LARS型36管轻型火箭炮和M730型布雷车。（2）战斗营、连小型化，以利指挥和机动作战。现代条件下武器杀伤力显著增强和战后联邦德国城镇、森林覆盖面积增大，给营、连的统一指挥带来困难。改编后，联邦德国陆军缩小了营、连的编制，增加其建制数。每旅原辖3个营、9个连，改编后，旅的战时编制是下辖4个营、12个连；平时，旅下辖3个现役营（每营辖4个连）和1个基干营（只保留少量骨干人员，不辖有分队）。实现了小型化后的营、连增加了指挥官在士兵中所占的比例，更便于实施灵活指挥和机动作战，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新装备的现代化武器系统的效力。（3）增编和扩编防空部队，提高野战防空能力。为了更有力地支援战斗部队适应诸兵种共同作战的需要，联邦国防军大大加强了陆军野战防空部队。改编后，每军增编1个防空导弹团。该团装备36辆“罗兰”Ⅱ型防空导弹发射车。师属防空营扩编为装备“猎豹”式自行高炮，火力强，机动性好，有装甲防护，可在战场上与装甲部队和装甲步兵部队随行，掩护其免遭敌中、低空和超低空飞机的攻击。（4）使战斗分队摆脱行政事务。过去，连一级担负着大部分行政事务，分散了分队指挥官抓训练的精力，改编后，连一级的行政事务由营集中统一负责，从而使分队指挥官摆脱繁杂的行政事务，有更多的时间来抓本分队的训练工作。（5）增强本土陆军保卫后方、增援前沿的能力。为应对华约军队空降能力加强所带来的威胁，德国陆军将本土陆军的本土防卫旅由6个增至12个。原有的6个本土防卫旅过去均是轻装步兵旅，其所辖4个轻装步兵营装备的运输工具全是载重卡车。按照新编制，6个本土防卫旅在编制和装备上与装甲步兵旅相当，下辖两个装甲营（各装备41辆战斗坦克）、两个轻装步兵营（其中1个营装备32辆装甲人员输送车，1个营装备载重卡车）和1个野战榴炮营（装备18门野战榴炮）。平时，这6个旅中的1个保持其战时编制人数的85%，3个保持65%，其余两个保持52%。本土防卫旅新的编制和装备使它们不仅能较好地胜任后方战区的任务，而且还能增援北约的前沿防御部队。计划新建的6个本土防卫旅平时是“技术器材勤务单位”，战时由“常备预备役”人员补充满员。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德的统一，德国军队进入了新的建设时期，重点放在精简机构、裁减兵员、改善装备、增强应急反应能力上，力争将国防军建成一支精干、战斗力强且可快速反应的部队。联邦陆军部队在维持其原有指挥体系的基础上，新组建了陆军指挥司令部，并与陆军局和陆军支援司令部一起构成陆军指挥参谋部的三大机构，直属陆军监察长。陆军指挥司令部负责计划和实施陆军的所有作战行动，其司令为中将军衔，司令部编制包括350名军人和50名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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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德国陆军新指挥体制表

陆军指挥司令部下辖4个军，即第1、2、4军和欧洲军。第一军由两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1个空降旅编成，共计6.8万人。自1994年10月起，该军参谋部与荷兰第一军参谋部共同组建为北约组织的“第一多国部队军”参谋部。该参谋部共有340名军人，军长和参谋长由两国军官轮流担任。第二军由两个装甲师、1个山地步兵师和两个空降旅编成。第四军由两个装甲步兵师编成。欧洲军是德、法为促进欧洲防务合作的产物。德国总理与法国总统曾于1991年10月倡议建立欧洲人自己的防务体系，翌年5年，两国首脑决定将原来的德法旅扩建为欧洲军，并吸收欧共体成员国参加。同年6月25日，比利时决定派遣部队加入欧洲军。1993年10月1日，开始组建欧洲军参谋部，一个月后，参谋部便开始运作。自1994年1月1日起，欧洲军部分部队可投入实战。1995年10月，欧洲军组建完毕。迄今已有德、法、比、西、卢派军队参加欧洲军。欧洲军直属西欧联盟领导，同时也执行北约下达的任务。目前，欧洲军只有参谋部与供给营、德法旅和法国第42通信团。战时，德国1个装甲师、法国1个装甲师、比利时1个装甲步兵师、西班牙1个机械化旅，以及法国一些后勤部队将归属欧洲军指挥。目前，欧洲军约有5万人、645辆作战坦克、322辆装甲侦察车、518辆自行反坦克火炮和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140辆防空坦克、304门自行火炮和683辆装甲输送车。

为提高国防军的应急能力，国防部于1992年12月决定组建危机反应部队。陆军危机反应部队由快速部队组成，即3个空降旅、1个陆军航空兵旅、1个指挥支援旅、1个空中机动师司令部、两个装甲师司令部及其所辖的3个装甲旅、1个山地步兵旅和欧洲军的德法旅。

2.空军编制

空军在精简中做了大幅度调整，共撤销201个单位，改编、调防部队525支，变更112个机构的隶属关系，新建26个部队单位。改编后，空军的总人数减少，军官和士兵所占比重下降，士官的比重增大，绝大多数为长期服役人员。

空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是空军指挥参谋部，它受国防部长和总监察长的双重领导。空军指挥参谋部下辖空军指挥司令部、空军局和空军支援司令部。为加强对作战部队的领导、指挥和训练，改编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将原军级航空队司令部改为空军指挥司令部，并升格为集团军级。原属空军局建制的空军指挥勤务司令部和空中运输司令部转归空军指挥司令部。此外，为加强对地区性空军的统一领导和与北约空军指挥机构的协调，在空军指挥司令部下增设了南部和北部两个空军司令部，两个司令部各辖两个空军师。

空军指挥司令部负责空军部队的训练、作战计划与指挥作战支援等事务。司令部下辖4个歼击机联队、6个防空导弹联队、6个侦察空中攻击联队、两个雷达指挥团、1个工程团、1个教导大队、两个战术训练司令部、3个运输机联队和两个通信团。空军支援司令部主管空军后勤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工作。该司令部下辖空军物资局、南部空军支援群司令部和北部空军支援群司令部。空军局负责空军的人事、院校训练和其他一些军事专业事务，下辖空军人事处、空军地球物理处及空军军官学校、士官学校、教导团等单位。

3.海军编制

海军最高指挥机构为海军指挥参谋部，下辖舰队司令部、海军局和海军支援司令部。德国认为，新时期的海军建设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军事战略形势。过去海军所具有的在波罗的海阻止敌海上力量展开的能力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今天的德国海军不但要编制可实施远洋作战的分队，而且要有可防止和消除危机的海军航空兵部队，以便作为北约海军的一部分，以及在西欧联盟、欧安会和联合国范围内参加在欧洲海域和其他危机地区执行国际维和的任务。因此，德国海军必须具备水上、水下和海域空中的作战能力。为此，德国海军舰队应装备水上作战航船、潜艇、扫雷舰艇、海上侦察机、猎潜机、轰炸机以及舰载和陆基直升机。根据新的形势，海军应具备在极短时间内投入作战的快速反应能力。战时，德国海军一方面要保卫本国海域、海岸线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另一方面将与盟军海上力量、必要时也可与陆军和空军协同，共同完成防卫任务；同时，也可根据需要及时开赴危机海域执行任务。

海军监察长是海军最高首长。其办事机构海军指挥参谋部是海军最高指挥机构，下辖舰队司令部、海军局和海军支援司令部。舰队司令部负责指挥海上、水下和空中的全部海军兵力以及海上支援兵力。舰队司令部下辖1个驱逐舰队、1个海军航空兵中队、1个快艇舰队、1个扫雷舰队、1个潜艇舰队和海军指挥勤务司令部。现装备6艘驱逐舰和护卫舰、15艘扫雷舰、13艘快艇、8艘潜艇、1艘油轮。海军局主管海军人事、训练和卫生勤务工作，下辖若干所海军学校、训练设施、岸上医疗卫生机构和人事单位等。海军支援司令部主管海军装备、行政管理、供给和其他支援勤务。司令部下辖海军指挥系统司令部，以及主管岸上支援设施的西部、北部和东部三个司令部。

三 训练体制

训练是军队战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国防部下属的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和三个军种参谋部是分别负责全军和三个军种训练工作的最高机构。陆军指挥参谋部下设7个处。其中第1处（主管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和训练工作）下辖的第5科负责单个人员训练和连以下分队训练，第6科负责陆军军官、士官训练，第7科负责预备役人员的训练。第3处（负责指挥）下辖的第2科负责营以上部队训练和部队演习。三个军种指挥参谋部下的陆、海、空军局是各军种训练工作的执行机构，分别负责为本军种制定具体的统一训练计划，修改条令、教范，并主管本军种的院校工作。陆军局下辖的第2处为训练处，具体负责训练工作，此外还负责管理陆军军官学校。第4～8处为陆军各兵种处，下辖各兵种学校共17所。

每年12月，以国防军总监察长的名义下达下一个训练年度的“训练教育指令”。各军种指挥参谋部据此制定本军种的“训练命令”，以军种监察长名义向下贯彻。旅、营两级是部队训练的具体承担者，尤其是营担负着繁重、具体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联邦国防军的训练分为部队训练和院校训练，为此拥有大量的训练部（分）队和院校，并举办各种各样的短期训练班。野战陆军负责新兵基础训练的训练分队就有180余个，每年参加初级训练的义务兵和合同兵约17万人，预备役接受高级训练的为13.5万人。本土陆军的训练中心有30余个。联邦国防军的军事院校分为全军性院校、陆军学校、空军学校、海军学校、医疗卫生学校、军事管理学校。

联邦国防军训练体制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1）注重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教育。汉堡和慕尼黑的联邦国防大学开设的教育学、经济学和组织学、机械制造、电工学、信息学、航空与航天技术、土木工程学、测量学等8种专业，都是大学的基础课。（2）充分利用科学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联邦国防军提高训练效果的重要措施之一。（3）训练严格认真。联邦国防军强调部队训练要从难从严，认真负责，进行高强度高标准的训练。要求每一训练阶段结束都要进行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下一阶段的训练。新兵一般经过3个月的基础训练，便基本具备了自卫和作战能力。在而后12个月的全面训练中，每天训练达8～9个小时，营合练时有时一天可达15个小时。在个别课目，如分队战术学习中，通常进行连续24小时的训练。为了提高官兵的实战能力，尽量在近似实战条件下训练部队。此外，还十分注意精神的训练，要求士兵不仅“能够作战”，而且“愿意作战”。（4）强调“专”“博”并举，知识全面。联邦国防军强调士兵一方面要精通本兵种的一两种实际应用技能，同时还要了解和掌握其他兵种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技能，既注重专又注重博。每个军人在专的基础上，必修的共同课目多达14项，其中有一般战斗训练，又有轻武器射击、反坦克、工兵、三防、通信、防空、卫生和驾驶训练等。

四 思想教育工作

联邦国防军《作战指挥条令》指出：“即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其主体仍然是人。”“无论平时和战时，都要求军人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道德观念和身体素质。”这些就是军队领导工作的目的所在。而领导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的思想的引导，即思想教育工作。实施精神引导的目的是使每个军人从法律、政治和伦理的高度，了解军队及其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义务及其在国家、社会中的意义，协调军队及其成员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使每个成员都能安心服役、尽心尽职。

思想教育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德国《基本法》和《军人法》为依据，使军人享有一定权利，同时也承担一定义务。强调人的因素和领导者的表率作用，精神关怀和物质福利相结合。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1）人员领导。指对个人或集体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领导，是军队领导中一个最富有生气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军队的战备水平和战斗力。人员领导主要靠各级领导通过命令、规劝、表扬、惩罚等手段实施，同时需和司法部门、士兵代表、军队牧师、军医和社会福利部门进行密切合作。领导者必须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和合理要求，对下级充满友善、关心、理解和信任，并以模范行动实施领导。

（2）法律教育。法律课是所有军人的必修课。法律课的内容因对象不同而有所侧重，其共同的内容为：战时国际法、基本法、军人法、刑法、惩戒法和军事诉讼法。士兵的法律课由分队指挥官讲授。士官和军官的法律课在院校进行，由教官或专职法律教师担任。在进行法纪教育的同时，联邦国防军也重视法纪的维护和执行，规定军人违犯法纪可依情节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罚款、禁止外出、禁闭、减薪、停止晋级、降职、开除现役、减少或取消退休金直至判刑等处罚。同时还规定，完成任务出色或有突出表现者，视情况可受到连队奖励或国防部通报表彰，获得5～10天休假或奖章、书籍等奖励。

（3）传统教育。主要内容是民族传统、军队历史和爱国精神等。传统教育除在平时进行外，主要由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组成的“军人协会”等组织进行宣传，并结合升降旗、宣誓、向新兵授枪、新舰下水、军官士官晋升、士兵退役、晚点名、参观、纪念日等仪式和活动进行。

（4）福利关怀。其内容除保持正常的生活供给和尽量减轻勤务负担外，主要有对军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各种社会咨询；为重病号、因公致伤致残者、个人建房购房者、入学深造者、生活困难或多子女者提供补助；为休假、探亲者支付旅费；提供生活、军车驾驶等保险；采取技术操作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设立军人俱乐部、业余爱好活动室、体育馆等。

为保证思想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联邦国防军设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上自国防部、下至基层分队均设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国防部设有“思想教育工作问题咨询小组”和“思想教育工作协调小组”。“咨询小组”有25名成员，多为教育、训练、社会活动方面的知名人士，此外，还有两名义务兵母亲代表和两名军队牧师代表。他们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通过提出有权威性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国防部长工作。

社会部和国防军社会措施协调小组负责军队成员的社会福利事宜。联邦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设有人事、训练与思想教育工作处，负责全军思想教育工作的计划和指导。各军种指挥参谋部和军、师、旅参谋部内也设有人事、训练与思想教育工作处（科）。思想教育工作中心是全军唯一的担负思想教育工作教学、研究和业务指导工作的机构，直属联邦国防军副总监察长，在业务上接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事、训练与思想教育工作处的领导。此外，为严明纪律，保障军人的合法权利，联邦国防军还设有一套完整的司法机构。

五 国防工业

德国的国防工业一向比较发达，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工生产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强大的国防工业是其坚强的后盾。二战后，德国的国防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军工设施作为战争赔偿被战胜国拆走，而且军工生产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严格限制。但德国工业发达，军工技术先进，拥有很大的潜在生产能力。

从1954年西欧联盟决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来，联邦德国的国防工业开始了战后的重建工作。经过22年的发展，到1976年，联邦德国已经从一个武器净进口国变成了一个武器净出口国，对联邦德国的国防工业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飞速发展，到冷战结束时，联邦德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已跃居世界前五位。德国统一后，虽然国防工业总体规模有所缩小，军工从业人员减少，但军工生产能力却没有下降，在总体上继续保持较高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潜力，在个别项目上继续维持世界一流水平。现在国防工业的研究和发展重点已放在系统技术和尖端技术上，特别是指挥系统和武器使用系统方面的应用传感技术和电子技术。

目前，德国的国防工业已经完全实现了现代化，在国际市场上富有极强的竞争力，具有自行研制和生产各种常规武器的能力，其生产能力在欧洲乃至世界都是比较强的。军工生产包括军用航空、电子、导弹、兵器、舰船五大门类，因为政治、历史的原因，没有军用核工业和军用航天工业。全国大约有1000多家能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大致分为五类：超大型军工企业，如戴姆勒·奔驰公司；大型军工企业，如西门子、莱茵金属公司等；外国军工企业的子公司，如塞尔公司等；对某个军工领域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规模不大的公司，如韦克曼公司等；主要生产武器系统零部件的约有数千人的公司。

德国研制生产的不少武器装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在飞机制造方面，德国与英、意合作研制的“旋风”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轰炸机之一，主要生产企业包括道尼尔有限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胡贝尔飞机制造公司等。道尼尔有限公司是DO-228小型多用途飞机、DO-34“海田凫”球形无人飞行平台的生产企业。戴姆勒·奔驰公司是生产“欧洲2000”战斗机、“旋风”式战斗机、“风扇教练”系列教练机、BO-105、BO-108直升机以及各种无人驾驶飞机的大型集团，该公司还生产多种不同类型导弹。

在舰船制造方面，德国制造的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快艇和水雷战舰艇设备先进、安全可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主要生产企业有霍瓦兹造船厂、施图尔肯公司、布莱梅富坎造船公司、布洛姆与福斯造船公司、罗兰造船厂、吕尔森造船厂、阿贝拉斯穆森公司等。霍瓦兹造船厂是德国海军潜艇的主要生产基地，德国海军现役的206型和205型潜艇都是由该厂生产的；施图尔肯公司是生产驱逐舰的主要企业，它生产了战后德国首批“汉堡”级驱逐舰。布莱梅富坎造船公司是德国护卫舰的生产企业，如“不来梅”级护卫舰就是由该厂生产的。布洛姆与福斯造船公司是“勃兰登堡”级护卫舰的生产厂家。罗兰造船厂是“西提斯”级小型护卫舰的生产厂家。阿贝拉斯穆森公司主要生产各型扫雷舰艇。

在陆军装备方面，德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研制主战坦克的国家，其发动机闻名世界。“豹”Ⅱ型坦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它装配的发动机单位体积功率远高于英国“挑战者”和美国M1坦克上的发动机。德国与法国合作研制的“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和“罗兰”防空导弹世界闻名。生产陆军装备的主要企业有克劳斯玛菲公司、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蒂森亨舍尔公司、贝格机械制造厂等。陆军现装备的“豹”型系列坦克、“狐狸”装甲运输车、“美洲豹”装甲战斗车、“猎豹”式自行高炮、“黑豹”轻型侦察车以及其他各种作战车辆主要是由这些公司生产的。此外，生产陆军武器、作战及运输车辆的制造厂家，还有戴姆勒·奔驰公司、汉莎车辆制造公司等。

德国的电子工业水平和美、日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军用电子产品的产值也远不及美、英、法，但在某些方面，如雷达、通信设备、夜视仪器及射击指挥系统等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德国的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南部和北部。南部侧重于生产陆、空军装备，位于这个区域的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所产军品的订购量占全德军品订购量的2/3，前者能够制造80%军用航空设备，后者能制造60%军事运输设备。北部侧重于生产海军设备，该区域的不来梅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集中了军用舰船制造业，前者生产的海军装备的订购量占海军总订购的55%以上，后者占40%。

第三节 军事思想、军队实力与装备

一 德国军事思想的演变

德意志军事思想的萌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18世纪初初步形成体系，经历了由兴盛到低谷、再度兴盛和再度走向低谷的往复历程，仅从军事思想历程来说，可谓四起四落。从政治角度看，德意志军事思想虽然在德意志民族反抗外族入侵、普鲁士军事改革、德国统一战争等时期曾为德意志社会的进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其他时期、由其是自19世纪后半期至二战结束，德意志军事思想则完全蜕变为德国统治阶级向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思想。

德意志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随着18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崛起而出现的。1700年，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将自己的军队出租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其臣民的鲜血为代价，在中世纪德意志骑士军团通过暴力和屠杀夺得的普鲁士公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普鲁士军事专制王国。在这个将国家收入的85%用于军队的国家，军队成了国中之国，整个普鲁士变成了一支占领国家的军队。后继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8世纪中期的全方位征战中，继承其先人的军事思想，在战场上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军事理论；同时他又以此指导其战争实践，不断加以完善和升华。他的军事思想体系涉及军事的各个领域，主要包括战略上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各个击破，广泛实施机动，变被动为主动；战术上强调突然袭击，集中使用骑兵于主要方向，并继承和发展古希腊军队的斜切队形，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法；在军队建设上，强调严格的训练方法和严厉的棍棒纪律，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绝不容许后退半步。就其完整性和先进性而言，在当时的欧洲可谓名列前茅，从而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强国，其军事思想也就此威震整个欧洲。

在普鲁士王国崛起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迎来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法国也于18世纪末期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外面的社会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事思想在强大的拿破仑军事思想面前已不堪一击。在对拿破仑军事战争上的惨败和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德国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了包括军事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军事改革涉及了统帅机构、兵役制度、军官制度、训练、法规、后勤和战术等各个方面，这为德意志军队的再度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军事思想家首推克劳塞维茨，其所著军事名著《战争论》集中体现了他的战争理论。他的巨大功绩在于为军事科学与军事艺术的一种新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将辩证法运用到战争研究中，这是史无前例的一项革命性创举。他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成为认识战争本质的普遍真理，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在军事思想上的成熟，以及德意志军事思想的第二个高峰的出现。

19世纪后期，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挟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余威，继承和发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借助科技进步的成果，将德意志军事思想推向第三个高峰。毛奇对战略战术做了理论上的新探讨和新解释。在他的努力下，沙恩霍斯特在19世纪初创立的总参谋部第一次跃上了全军最高、最具实权的统帅机构的位置，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军队效仿的样板。在人们对铁路、电报、枪炮等技术的认识还是皮毛之谈甚至不屑一顾时，毛奇已将它们纳入他的战争计划。他提出了著名的“分进合击”的作战原则，并依此在战争中屡屡取胜。在战争实践中，他成功地运用今天称之为“任务式指挥法”的新型指挥方法，极大地发挥了下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据作战条件的变化，对各兵种的运用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将普鲁士—德意志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战争中去，构成了毛奇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得以迅速实现。此后，德意志军事思想名扬世界，德意志成了欧、亚、美洲许多国家军队的“朝圣”之地。

自1871年德国统一直到二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在军事理论方面都未能取得突破。一战中闻名于世的“施利芬计划”也仅仅只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回答两线作战问题的完整方案，虽有某些独到之处，但并未能有实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军事思想达到了第四个、也是它的最后一个高峰。其主要标志是“总体战”、“闪击战”等理论的提出，及其在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武器装备日益先进，杀伤力空前提高，使战争成为全民战争。这一时代特点要求在战略思想、军队建设和作战方法上进行全面更新。“总体战”和“闪击战”理论都是科技进步和先进生产力在军事上的反映，是热兵器时代作战方法的巨大改进，在军事理论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战初期，德国法西斯尚能凭借其相对超前的军事思想横扫欧洲大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美苏等国迅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发展起先进的军事工业，全面更新落后的军事思想。与此同时，德国的军事思想却没有进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了倒退；更重要的是德国经济潜力已近枯竭以及战争的非正义性，导致德国的最终失败，宣告了德意志军事思想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分为二，在军事上两个德国分别执行北约和华约的军事战略。由于这一时代的局限，一直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德国在军事思想上再未出现独到的和超前的观念和理论。

二 统一后德国的军事安全战略

随着欧洲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德国统一以后面临的新的安全环境，德国对其军事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德国的安全战略体现在其外交政策上，具体说，就是在充分利用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等各种手段，达到维护其安全利益和世界政治大国之目的。

1.德国安全战略的目标

德国安全战略的目标是根据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及其对安全的认识而确定的，具体说有12个方面：①保护德国及其公民免遭外部的威胁和政治讹诈；②预防、阻止和结束可能危及德国及其盟国完整和团结的危机和冲突；③继续发展建筑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北大西洋公约安全联盟与美国的关系；④加强与北约的关系；⑤加强与一个统一的欧洲和北美的伙伴关系；⑥加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⑦推进欧洲联盟和西欧联盟的建设；⑧推进联合国的发展；⑨与欧安组织成员国共同塑造一种新型的合作安全秩序；⑩加强和建立一种为保障地区和全球安全秩序的互为补充的组织；(11)推进军备监控工作；(12)促进欧洲和世界的民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在这些具体目标之中，德国始终致力于实现三大战略性目标。

（1）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德国是欧洲地区各种联盟的成员，冷战时期联邦德国一直追随其他西方大国，服务于西方集团的共同安全。德国重新统一后，不仅恢复了完全主权，而且实力大增，地缘战略位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强大的德国雄踞欧洲的“心脏”部位，不能不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担心和恐惧。为消除这种担心和恐惧，避免因奉行更加独立和积极的外交安全政策而导致新的反德同盟的形成，同时通过对盟国的安全贡献扩大自身的影响，并通过盟国的相应回报增加自身的安全系数。德国一再声明，统一后的德国是“欧洲的德国”；并在确定安全战略的目标时，表示要把盟国的安全与自身的安全等量齐观，明文规定要“保卫德国及其盟国”，“预防、限制和结束可能危及德国或德国盟国的领土完整与稳定的危机与冲突”。

（2）建立有利于德国的安全机制。统一后的德国要在欧洲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避免受各种联盟的牵制与控制；维持欧洲地区的权力均衡；避免来自东方的威胁。而这三个条件的具备，则有赖于一个新型的、更具合作性的泛欧安全机制的建立。在德国看来，这一新型安全机制应建立在三根支柱的基础之上，即改组后的大西洋联盟、欧洲联盟和欧安组织。为此，德国致力于在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基础上，与美国建立持久的联盟；突出北约的作用，使其作为欧洲-大西洋民主国家的价值共同体和防务联盟，并使其适应未来现实对安全政策的挑战，同时向东方开放；在统一的欧洲与北美之间建立享有平等权利的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的外交安全政策和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联盟，深化欧洲一体化；加强和发展西欧联盟，使其作为欧洲联盟的防务组成部分和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扩大欧洲联盟和西欧联盟；将其东方邻国引向西方框架，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包括所有欧洲国家的合作性安全秩序。

如果以上主张顺利实现，德国就可以借助美国和北约的力量抗衡潜在的对手俄罗斯和独联体，借助欧洲联盟平衡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借助西欧联盟建立北约与欧洲联盟之间的联系与均势，借助欧安组织缓解美俄之间以及东西欧之间的矛盾，防止出现新的欧洲分裂和对抗。这样，德国不但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安全环境与秩序，而且可以在这种秩序与格局中处于左右逢源的主导地位。

（3）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是德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目标。德国认为，德国只有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才能真正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避免在国际政治中受制于人和任人摆布，更主动地维护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才能更有把握地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避免英法联手排挤自己，或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就有关的欧洲问题做出不利于德国的决定；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和全球安全体系中，面对复杂环境和各种挑战，纵横捭阖、趋利避害，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安全。

德国统一后，经过修改的《基本法》前言对其国家目标亦做了重大修改，强调“决心在统一的欧洲中作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所谓“为世界和平服务”，其实质就是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德国统一后，随着完全主权的获得、综合国力的增强、地缘条件的改善、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影响力的扩大，其要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不仅强烈要求“承担国际义务”，而且迫切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德国不仅解除了向海外派兵的禁令，而且“已作为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准备”。为了突破《基本法》关于禁止联邦国防军在本土范围以外地区使用的限制，为德国派兵海外履行国际义务扫除法律上的障碍，经过长时间争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94年7月12日做出裁决，认为根据《基本法》，德国联邦国防军可以参加在北约以外的国际行动，但事先必须征得联邦议院的同意。这无异于以法律的形式对德国安全战略的新目标和联邦国防军的新使命予以最终确定。

统一后的德国之所以将履行国际义务和承担国际责任作为其安全战略的新目标，并赋予联邦国防军相应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贡献”，就是要为其成为政治大国准备条件。因为通过此种行动，德国可以一举四得：第一，向世界表明，德国有能力和力量直接介入国际政治事务，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强国，并以此改变其“政治侏儒”的形象。第二，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表明其爱好和平与维护和平的诚意，以打消国际社会对统一后德国的戒心。第三，建立“国际和平功绩”，为其通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垫石铺路。第四，为德国在海外作战积累经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较量做准备。

2.德国为实现其安全战略所采取的主要手段

为实现上述安全战略目标，德国主要依靠三大重要手段，即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

（1）发展经济。德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基础、高水平的生产率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经济实力雄厚。这不仅是德国的立国之本，而且是德国实现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手段。20世纪上半叶，德国为实现其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被占领、被管制与被分裂的情况下，一改原来战略进攻的姿态，以低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大力发展经济，重建国家，逐步过渡到世界经济强国。在其经济实力的影响和支撑下，德国不仅得以成功地周旋于以苏美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而且顺利地实现了结束占领和管制、恢复主权和重新统一的目标。

由于德国在冷战期间以经济战代替军事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和好处，因此，重新统一之后，德国一方面致力于对东部德国的“消化”，另一方面又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继续谋求其国家利益和新的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通过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欧洲联盟、西欧联盟、北约和欧安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为建立一种新型的泛欧安全秩序创造条件。其次，利用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向该地区进行经济渗透，扩大在该地区的投资与经济援助，并通过此种措施逐步树立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形象，以达到建立“东方势力范围”和“东方缓冲区”之目的。这样，德国既可以在未来的泛欧安会秩序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又可以防止或减缓可能来自东方大国的进攻。此外，率先并引导欧盟加速发展同其他地区或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关系，如发展同东亚国家的关系并制定新的亚洲战略，加强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以及南下地中海等，以抢占世界市场，扩展影响范围，以便为其未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进而挤入世界政治大国的行列奠定基础和准备条件。

（2）加强与联盟的关系。冷战时期，联盟一直是德国安全的“保护伞”，同时也是制约德国的“监守者”。冷战结束后，统一后的德国虽然拥有了内政外交的完全自主权，但面对许多新的挑战和潜在威胁，仍然离不开联盟这一后盾。因此，冷战后德国安全政策的核心就是与盟国建立牢固而浓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把联盟作为其未来安全保障的基础。

在德国所参加的各种联盟中，北约具有重要的意义。北约是跨大西洋的联盟，同时也是该地区各种联盟和组织的核心与枢纽。对德国来说，北约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北约的集体防务能力以及美国对欧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可使欧洲免遭潜在的对手俄罗斯的进攻；随着北约危机反应能力、防止冲突和消除危机能力的增强，北约可能成为维护欧洲稳定与和平的重要手段，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备；北约与原华约国家建立的和平伙伴关系，以及北约的东扩趋向使北约的影响力正向全欧伸展，这为建立一个新型的泛欧安全机制打下了基础；北约的欧洲各成员国绝大多数既是欧洲联盟的成员也是西欧联盟的成员，这样，西欧联盟既可作为欧洲联盟的防务组织，同时又可充当北约的欧洲支柱；北约在军事战略调整后，不仅可在欧洲地区履行维和义务，而且可以在联合国授权下参加国际维和行动。而德国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已裁定德国可以派兵参加北约地区以外的国际行动，因此，德国便可以在北约的框架内“履行国际义务”，从而为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创造条件。正因为如此，冷战后，德国仍将北大西洋联盟视为其安全的基础。

在通过联盟实现其安全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德国特别注重发展与几个关键性国家的关系，以维持联盟的均衡。这几个关键性国家是盟国美、英、法和潜在对手俄罗斯。德国认为，面对潜在的对手俄罗斯，没有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欧洲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因此，德国十分强调“与美国建立持久的、以共同的价值和利益为基础的跨大西洋联盟”。此外，德国还试图利用美国对德国的战略需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也正是在别国军队撤出德国领土后，德国仍要求美国继续在德驻军的原因。其次，为了防止美国对欧洲的操纵和主宰，必须推进欧洲的统一，使欧洲真正成为欧洲人的欧洲，德国特别注重发展同法国的关系，强调“德法合作是欧洲统一的动力”，要在冷战后继续发展并加强同法国的轴心伙伴关系。同时，为了防止在欧洲出现英法联手对抗德国局面的形成，德国又主张建立德、法、英三角欧洲中心，“要求英国同法国和德国一起建设一个贴近公民的、有竞争力的和有能力采取行动的欧洲”。另外，为了稳定潜在的对手俄罗斯，同时又为了在西方联盟内通过打“俄罗斯牌”而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德国非常重视同俄罗斯的关系，认为“良好的德俄关系是未来欧洲安全与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强调要“支持俄罗斯的改革路线”，并将此付诸实际，成为所有西方国家中对俄罗斯支援最多的国家。

（3）加强联邦国防军的建设。统一后的德国由于恢复了完全主权，因而不仅拥有完全的内政外交自主权，而且亦拥有对其武装力量的完全支配权。这样，联邦国防军就成了德国安全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和最终的手段。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安全战略目标，德国不仅对国防军赋予全新的使命和任务，对其结构进行了相应改组，而且还明确规定了其使用方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与安全战略的目标相适应，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使命和任务是：一方面，以《基本法》所赋予的义务为基础，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以享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资格在统一的欧洲内“为世界和平服务”。为了完成这些使命和任务，德国要求联邦国防军必须具备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国土防御的能力；在北约和西欧联盟消除危机的多国部队内，进行协同的能力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基本法》在联合国和欧安会的范围内，适当地参加国际行动的能力。为满足这样的要求，德国将联邦国防军的结构进行了改组，将其区分为危机反应部队、防御主力部队和军事基层组织。

在进行国土防御时，德国要求其陆、海、空军具有密切协同作战能力，以便迅速粉碎敌人的进攻和结束冲突。德国认为，由于今天再也无法对防御作战预先进行周密计划，因此必须使武装部队时刻保持机动性和灵活性，以便及时而有效地达到准确的地点。为此，德军强调，早期侦察、远距离作战能力以及大范围的调动与运输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联盟防御时，为与盟军一起共同消除危机和防止冲突，德国要求其陆、海、空军中的参加联盟防御作战的部队能够召之即来、迅速出动、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可在整个联盟区域内迅速投入战斗，并可进行远距离指挥。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德国要求其武装力量必须始终具有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以便随时听从联合国的召唤。这正是德国对其国防军进行改革，组建危机反应部队的原因所在。

尽管德国拥有支配其武装力量的完全自主权，但是，出于安全战略的需要，更是为了避免因过于独立和自主而引起盟国和邻国的戒心，德国仍将联邦国防军视为联盟军，将其作为北约防御力量和反应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明确规定，“在涉及武装力量的同时，德国只与盟国和伙伴国一起在联合国使命的范围内行动”。在充满矛盾、危机和冲突的新的世界里，要消除危机和解决冲突，德国自己既没有能力，也绝不能单独行动，而只能同联盟伙伴一起行动。这样，德国既可借助他们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又可在他们的框架内参加欧洲和世界范围的国际行动，从而扩大其国际影响力，解决了其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矛盾。

三 军队的实力和装备

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现役总兵力有25万人，其中文职人员13.7万人。

1.陆军

现役兵力13.3万人（包括3.32万义务兵以及1.24万把服役期延到至10～23个月的人员）。共编有3个军部、1个空中机动部队司令部（师级）、7个作战师、1个独立军区司令部（师级）、22个现役旅、4个架子旅、1个特种部队司令部（旅级）、27个防区（旅级）。

表5-1 联邦国防军的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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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装备包括主战坦克：“豹”Ⅰ型1033辆、“豹”Ⅱ型1782辆；步兵战车：“黄鼠狼”A2/A3型2120辆、“小鼬鼠”型133辆；装甲侦察车：“山猫”SPz-2型409辆、“狐”TPz-1型114辆；装甲输送车：“狐”TPz-1型917辆、M-113型2109辆；反坦克直升机：PAH-1型204架；运输直升机：UH-ID型145架、CH-53G型108架；联络直升机：t30-105M型95架、“云雀”Ⅱ型40架。

到2010年，德国陆军将由2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3.6万人的基干部队以及2.65万人的支援部队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反应部队基本排除义务兵，实现高度职业化，除非义务兵申请延长服役期且自愿要求执行海外任务，否则他们将被禁止在快速反应部队中服役。陆军参谋长汉斯·奥托-巴德指出：“快速反应部队将承担北约、欧盟、联合国以及本国命令要求实施的任务；它将以网络为基础，能够在高强度作战中作为多国部队的成员参战，且能够实施营救和疏散行动。”他还指出：“反应部队将具备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新型空中机动旅的组建，该旅下辖一个轻型步兵团作为主要的空中机动打击力量。同时，该旅还负责指挥装备虎式攻击直升机、NH-90战术运输直升机和CH-53G重型空运直升机的陆航团。

到2010年，德国陆军将从目前的13.3万人减至10.5291万人（包括1.58万义务兵和500预备役人员）。陆军师数量将从8个减为5个，陆军旅数量从22个减至12个，陆军营从120个减至70个。未来的5个陆军师中，1个陆军师将被派往快速反应部队（该师编制有3个机动作战旅和直属战斗支援与战斗勤务保障部队）；此外，1个特种作战师和1个空中机动作战师将随时准备用于部署；其余2个师将作为稳定部队的核心力量，每个师配属2个旅，不设直属部队。约有70%的义务兵在部队或机关担任职务，履行一般支援职责。剩下的30%将部署在作战支援连、排以及警戒排中。

德国陆军还计划继续保留一支重型部队。但“豹”Ⅱ主战坦克的数量将从目前的l500辆减少到852辆，另有70辆“豹”ⅡA6和74辆“黄鼠狼”IA5正在加装防雷设备。其中首批改装车辆已完成交付，由中央预备队控制，用于海外部署。M-113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和123辆“狐”16x6型装甲输送车及其衍生型正在接受升级改造。

德国陆军已在2004年10月接受了第一批装备崔格特远程反坦克导弹的由欧洲直升机公司生产的“虎式”攻击直升机，采购总数为80架。总数为83架的NH-90战术运输直升机也在同期完成首批交付。从2006年开始，将对80架CH-53G重型运输直升机进行改造，以延长其服役期。预计其中有40架将从2008年开始接收升级改造。

德国陆军目前使用的无人机包括CL-2（1992年开始服役）、月神和阿拉丁三种机型。这三种无人机已经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富汗得到广泛运用。阿拉丁无人机在2002年的阿富汗战场接受了实战考验，由小狐4x4型侦察车发射升空，目前该侦察车正由ARGE集团负责生产。对该车的当前采购量为202辆，而实际情况是陆军需要追加采购168辆小狐炮兵观察车。正因为这个原因，陆军接受了第一批原型车。陆军还订购了由阿特拉斯电子公司生产的KZO目标获取系统，交付时间从2005年开始。

2.空军

空军编有10个战斗机联队、6个防空导弹联队、3个空中运输联队、2个通信团、2个雷达指挥团和6个供应团。

装备包括作战飞机457架；攻击/战斗机：F-4F型149架、“狂风”型326架、米格-29型23架；运输机：C-160型84架、A-310型7架、图-154型1架、CL-601型7架、L-410型4架、T-37B型35架、T-38A型40架；运输直升机：UH-ID型294架、AS-532U2型3架；地空导弹：“毒刺”型4000部、“霍克”型72部、“罗兰”型89部、“爱国者”型36部。

到2010年，精简后的德国空军将由3.55万人的现役部队和1万人的训练部队组成，作战飞机将减少50%，为265架。在3.55万人的现役部队当中，反应部队占6000人、基干部队占1.1万人、支援部队占1.85万人。除了属于支援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大队外，其他人员不会严格按照大队或中队成整建制的形式划分给以上三类部队。空军师和大队的结构将大致保持不变，并将组建灵活的模块化单位，以满足特定任务的需求。从2007年开始，空军作战编制将包括3个空战师和1个空中运输师，总共下辖7个战斗机大队、3个空中运输大队、3个陆基防空大队和1个飞行训练单位。

到2010年，德国空军将有180架“台风”和85架“狂风”具备作战能力。为了延长飞机寿命，多达85架的“狂风”战斗轰炸机正进行中期升级改造，预定于2010年完成改造工作。升级改造内容包括新型显示设备、新型雷达预警设备、防御性辅助子系统与中央计算机的联结、夜视系统以及土星雷达和数据链容量与MIDS低容量终端的集成。

空军对NH-90战术运输直升机的订购量为42架，耗资13亿欧元，预定用于替换UH-1D直升机。为了满足空中加油需求，空军计划把4架A-310多功能运输机改装成多功能加油运输机。这意味着空军将能够以每分钟1500升的速度同时对两架“狂风”或“台风”或其他装有受油设备的机型进行加油。

3.海军

德国海军现编有1个舰队司令部、5个分舰队和1个海军航空兵师。

装备包括潜艇：206/206A级12艘、205级2艘；驱逐舰：“吕特晏斯”级2艘；护卫舰：“不来梅”级8艘、“勃兰登堡”级4艘；导弹攻击快艇：“信天翁”（143）级10艘、“猎豹”（143A）级10艘、“虎”（148）级8艘；水雷舰艇：“哈默尔恩”（343）级10艘、“三驾马车”（351）级4艘、“林道”改装（331）级3艘、“弗兰肯塔尔”（332）级12艘、“弗劳恩洛布”394级5艘、无人反水雷艇1艘。

海军航空兵4200人，装备作战飞机67架，其中“狂风”型战斗机50架，“大西洋”型海上侦察反潜机10架，直升机39架，其中“海王”型救援直升机22架，“海山猫”型舰载直升机17架。

到2010年德国海军总人数将精简至1.9万人，且同样分成快速反应部队、基干部队和支援部队三类。为了更好地适应反应部队与支援部队的要求，海军舰队将由目前的5支合并成2支大型舰队。有关海军未来部队的水平仍是个敏感问题。新装备正开始服役，如3艘F-124防空护卫舰、4艘U-212级常规潜艇以及5艘预定于2007/2008年交付的K-130轻型护卫舰。但是从最近几个月来看，德国海军的未来装备计划已经被大打折扣。例如，马上将进行升级改造的8艘F-122“不来梅”级护卫舰将被4艘F-125型护卫舰替换。

此外，潜艇数量也将减少。12艘U-206A型潜艇将退役，海军原计划至少建造8艘新型U-212A型潜艇取而代之。第一批4艘U-212A型潜艇已于2006年底开始服役（第一艘于2004年9月下水），但第二批潜艇数量只有2艘，且到2012年后才能投入使用。

海军原计划采购15艘K-130轻型护卫舰，虽然海军目前已开出5艘的订单且计划采购第二批，但是原定15艘的设想已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在近期，海军唯一一项鼓舞人心的举措是用8架价值为2.95亿欧元（3.5亿美元）的荷兰皇家海军的P-3C猎户座型飞机替换日益老化的大西洋海上巡逻机，交付时间从2005年l1月开始到2006年3月结束。

4.其他军事人员

德国军队除了上述陆、空、海三军正规部队外，还包括预备役部队34.47万人，其中陆军27.6万人、海军0.87万人、空军6万人。另有准军事部队2.465万人，其中联邦边防警察2.41万人、海岸警卫队550人。

5.军备计划与军费开支情况

联邦国防军新规划修订了全军装备计划，确定新的装备重点。该规划明确指出，通信、侦察、精确制导武器和快速投送工具将是今后10年联邦国防军装备的重点。新规划同时提出了全军的30个装备项目及其装备时间表，主要分为两个实施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00年优先完成全军危机反应部队的装备现代化，第二阶段是准备在2000～2005年间完成全军主要防御部队的武器装备更新计划。

调整国防预算构成，提高武器装备采购费所占比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国防军连年削减军费，从1990年的533.62亿马克减至1998年的466.7亿马克，从占政府预算的17.3%降至10.2%。为了保证全军体制改革以及武器装备更新计划的顺利完成，《联邦国防军97建军规划》要求从2000年开始增加国防预算，到2004年增至256亿欧元，并要求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费，将其由占国防预算21.62%提高到占30%，也就是说，到2005年前，联邦国防军每年的装备采购费将从31亿欧元增加到46亿欧元。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的军事改革

在进入新世纪之初的2000年6月，德国施罗德政府批准了当时的联邦国防部长沙尔平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并决定于同年开始实施。这次军事改革是1955年联邦国防军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深、涉及面最广的一次改革。德国政府力图通过这次改革将联邦国防军建成一支反应快速、机动性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现代化军队。

一 军事改革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东西欧已从过去的尖锐对立走向友好合作。随着北约东扩进程的扩展，原来欧洲势力范围的界限与力量结构已被彻底打破。德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有相互为敌的邻国。目前德国的9个邻国中7个是北约盟国（法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波兰和捷克）、两个是中立国（瑞士、奥地利）。德国在地缘政治上已处于欧洲的中心，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在欧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安全因素，形势变得越来越动荡。在欧洲边缘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矛盾不断引发新的地区危机和冲突；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日趋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运载工具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日益成为对德安全利益的新威胁。此外，德国认为前苏联地区的动乱和俄罗斯的强大军事实力依然对德构成潜在威胁。欧洲形势的上述变化使得集中力量对付地区冲突和危机成为联邦国防军当前和未来的中心任务。

其次，北约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北约自1990年伦敦首脑会议以来对其战略进行了几次调整，特别是1991年和1999年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前者明确提出北约今后的防务重点是防止和控制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北约的战略由“前沿防御战略”转变为“多方位防御战略”，在军队建设上强调建立一支“合理、足够”的军队；后者提出在例外和联盟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排除北约不经过明确授权在其防区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实际上突破了关于北约部队只负责维护北约防区安全的规定。根据北约的新战略，德国相应地修改了本国的军事战略，从过去的“前沿防御战略”转变为对付各种危机的“多方位防御战略”。与此同时，德国对《基本法》也做了相应的解释，允许联邦国防军参加北约防区以外的军事行动。从此联邦国防军的任务不仅是保卫本国领土和参加北约的集体防务，而且也参加北约防区以外的军事行动。因此联邦国防军已成为德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第三，欧盟加快了防务一体化的步伐。近两年来，欧盟各国的共同防务意识明显增强，各国一致认为欧洲必须独立拥有控制和预防危机的能力。欧盟不仅成立了安全决策和军事指挥等常设机构，而且在2003年前建立了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德国作为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人口最多和政治影响较大的国家，在欧盟防务一体化进程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德国已承诺为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提供1.8万人（其中地面部队1.2万人，空、海军和卫生及后勤部队6000人）以及80架飞机和8个高炮连，并承担欧盟快速反应部队15%～20%的费用。

第四，总结和吸取了联邦国防军在国外军事行动中的经验教训。冷战结束后，联邦国防军从编制、装备、指挥体制和后勤支援等方面均未彻底摆脱冷战时期准备对付华约实施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基本框架，因此不能适应预防冲突、处理危机与强制和平等军事行动的要求，联邦国防军在指挥、通信手段和卫星侦察以及现代化远程运输机等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军。由于联邦国防军的武器装备比较陈旧落后，一些北约的将军把联邦国防军讥讽为“第三世界的军队”，曾任科索沃维和部队司令的英国将军杰克逊则把德国称之为“二等盟国”。因此德国迫切需要加强同一些欧洲国家的军工合作，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尽快适应在北约防区外进行军事活动的需要。

表5-2 德国最新的海外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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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德国新的军事安全战略，联邦国防军今后将以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为主要任务，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援助、预防危机等军事行动，实现由本土防御向防区外作战的转变，并且在无需进行动员扩编的情况下，能投入最多达5万人的兵力参与国外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持续一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或持续时间较长的两个同时发生的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适应这些新任务，联邦国防军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1.削减军队员额，缩短兵役期，提高职业军人比重

联邦国防军计划到2006年军事改革完成时，将总兵力由以前的34万人减至27.7万人，其中陆军13万人，空军5万人，海军2万人，卫生勤务1.7万人，武装力量基础5万人，国防部约1万人。义务兵将从13万人减至7.7万人，减少约40%。军队中的文职人员将由12.4万人减至8.5万人。而职业军人和合同军人将从目前的18.8万人增至20万人。从2002年1月起，义务兵役期已从过去的10个月缩短为9个月。义务兵的服役方式将有多种选择，可以一次性服役9个月或先服役6个月，而后再参加总共3个月的复训和演习或自愿延长服役期，但服役时间最多不超过23个月。

2.调整部队结构，扩充快速反应部队规模

联邦国防军现行体制将部队分为主要防御部队和危机反应部队两大类，其中危机反应部队5万余人。新方案将全军现役部队改编为作战部队，“基础部队”和在训人员三大类，其中作战部队是经过短期准备可投入防区外作战的快速反应部队，共15万人员是原危机反应部队的3倍；“基础部队”包括通信、后勤、医疗等作战保障部队；在训人员指参加军事院校和地方职业培训人员。

3.强化指挥机构，减少层次，实施三军联勤

在这次军事改革中，联邦国防军本着集中指挥，减少层次的原则，将各职能部门重新组合。

（1）提高总监察长的地位。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名义上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地位，是全军职务最高的军官，但是总监察长在过去没有指挥权，只是负责军队的计划和作为国防部长及政府的军事顾问，而今后总监察长不仅负责全军的计划，而且也负责全军的指挥和协调工作。因此除保留原来的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外，还将组建新的武装力量作战指挥司令部，对军队在国外的军事行动实施统一计划和指挥。同时，还将成立以总监察长为首的“军备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军事事项。

（2）成立武装力量基础监察部。该部与陆军、空军、海军指挥参谋部，卫生勤务监察部并列，成为第五大军事领导机关，担负跨军种的通信、侦察、训练和后勤保障等共同性任务和本土防御任务，原属陆、空、海军指挥参谋部管辖的各军种支援司令部予以撤销。

（3）调整部队指挥体制。陆军撤销军级建制，改为陆军指挥参谋部、陆军指挥司令部、师和旅4级指挥体制，并将现有的7个军区合并成4个防区。陆军作战部队的“重型师”将全部改成机动性强的“轻型师”。空军撤销南、北两个地区指挥司令部和空军勤务司令部，空军师直接归空军指挥司令部指挥。海军撤销东、西、北3个地区司令部，并加强在特定国际海域的快速部署和持续作战能力。

4.引进现代化管理机制，改变旧的管理模式

联邦国防军传统的包揽一切的管理方式占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引进现代化管理机制，可以将后勤管理和保障领域的很多任务交给企业经营管理。一方面军队将减轻负担，集中精力从事“核心的军事工作”，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界可向部队提供更好、更经济的后勤保障服务，部队可大量减少后勤保障人员，有利于减少国防维持费用，增加国防建设费用的实际投入。为此国防部已成立独立的“研制、采购与经营公司”，负责与工业界、经济界进行密切的联系，并经营非武器装备发展项目。同时，国防部已与地方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后勤仓库、训练中心、装备维修厂和运输车队等后勤单位交地方企业经营管理。

5.调整国防预算构成，增加装备投资

根据德国政府1999年财政节支计划，德国国防预算从2000/2003年度起每年都有所削减。但联邦国防军通过调整国防预算结构，削减人事费和其他开支，适当增加对武器装备费用的实际投入。据此，在2001年国防预算总额的468.6亿马克中，装备投资费增加到119.09亿马克，占整个预算的25.4%（2000年约25%），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今后计划每年递增1%，直到达到占国防预算30%的水平。此外，德国财政部长已答应将出售的军队房地产和武器装备的80%的费用归军队所有，以弥补军费的不足。

三 军事改革的进展与挑战

按照2000年施罗德政府军事改革方案的设想，这一重要改革本该在2005～2006年间完成，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德国的军事改革至今并未能取得多大进展。随着以默克尔为首的大联合政府的成立，德国军事改革再次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2006年10月，德国在国防部举行的内阁特别会议批准了《2006年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未来发展问题白皮书》，该《白皮书》被认为是默克尔2005年11月当选总理之后启动的德国军队改革研究评估的产物。根据媒体报道的《白皮书》文本，联邦国防军计划进行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最彻底、最重大的改革，抛弃传统的海、陆、空三军编制，建立一支混合编制、适应联合作战的新型军队，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稳定部队和支援部队替代海陆空编制，立足打造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

虽然大联合政府在军事改革上雄心勃勃，但受到德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掣肘，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并非易事，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如下两点。

首先，废除义务兵役制颇有难度。按照《白皮书》的规划，改制后的联邦国防军只需保留25.25万人的编制，而目前联邦国防军的人数大约为33.8万人。另外，义务兵服役时间较短，很难满足新型军队的技术要求。故而，改制必然冲击德国政治的一个敏感话题——义务兵役制。但是，义务兵役制被德国人看成联系国防军与社会的最好工具和确保文官控制武装力量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军人干政。冷战结束后的科尔政府和施罗德政府均不愿谈论废除义务兵役制的问题。另外，美国、英国、法国等取消义务兵役制后，均面临征召不到合格志愿兵的问题。作为一直依靠义务兵役制维持运转的联邦国防军不得不考虑他国的前车之鉴。

其次，增加国防预算也殊为不易。为了确保军队改制顺利进行，目前德国国内要求增加军费的呼声逐渐增高。但自德国统一以来，德国的国防预算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75亿马克下降到2000年453亿马克，2005年为239.76亿欧元，2006年为239.93亿欧元，约占GDP的1.3%左右，达不到北约2%的标准。用于采购、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预算下降更严重，占国防预算的份额从1990年的32%下降到2001年的不足24%。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2005年12月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德国必须检讨军队体制，不能因为没有钱就拒绝改革。据悉，德国2007年的国防预算为284亿欧元，比2006年增长了1.9%。德国国防部正计划逐年调高军费，希望到2010年再增加100亿欧元，逐步提高研发、采购武器经费的比重，重点采购和研发A400M军用运输机、精确制导导弹、GTK多用途装甲车、“欧洲战斗机”之类有利于提高联邦国防军战略部署能力和打击能力的装备。

第五节 国内安全体系

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是国家的一项中心任务。在德国，这项任务由州和联邦共同完成。警察事务和实施《警察法》基本上是各州的事情，只是在某些领域，基本法才赋予联邦在警察事务方面的权限。

一 警察类别

德国有两种警察系统：州警察和联邦警察。联邦警察包括联邦刑事警察和联邦边防警察，此外还有隶属联邦交通局的联邦铁路警察和联邦水上警察。

州警察是德国的主要警察力量，警察事务也是州主权的重要方面。各州都有独立的警察组织，由州内政部长领导，主要负责本州城乡地区的社会治安。一些城市也有自己独立的警察组织，该警察组织可以得到州警察的协助。州（市）警察的职责是巡逻、交通管理和刑事侦查。各州都有自己的《警察法》，警察的装备、服装及标志和工资待遇都不相同。州警察可按工作部门分为保安警察、刑事警察和警察后备队等。保安警察原则上负责保证公共治安和秩序，还负责较轻的和中等程度的刑事案件，其任务范围从防止危险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警察的工作是针对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是针对凶杀、严重的抢劫以及越来越多的集团性刑事犯罪活动。在依法追究方面，刑事警察有义务支持领导诉讼程序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追踪方面，刑事警察受主管调查工作的检察机关的领导。警察特种部队的任务是解救被绑架的人质，在特殊事件中执行保卫任务以及缉捕罪犯。

各州警察还包括组织上独立的警察后备队，联邦为其配备指挥和工作装备。它们是根据联邦和各州的行政管理协定建立的，为了能在国内出现紧急状态、灾情和事故以及紧张局势和防御状况时投入。在几个州里，警察后备队还是培养警察后备力量的地方。除此之外，它还在游行、体育或其他大型活动、交通管理、大搜捕和大缉捕时支持警察的具体执勤。在同有组织的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时，它也投入行动。

联邦刑事警察归联邦刑事警察局领导，总部设在威斯巴登，向内政部长负责，全德共有4800名联邦刑事警察。联邦刑事警察的任务是侦破跨州和跨国的各种刑事案件，协调各州警察的业务，指导和协助各州警察的侦破工作，同其他国家的警察组织开展业务联系，对重要人物实施安全警卫，搜集犯罪情报，预测犯罪动向。联邦刑事警察配有先进的技术装备，计算机网络存储有各种犯罪档案，并和各州警察的计算机数据系统相联，另外还有指纹鉴定中心和物证检验中心。

联邦边防警察是准军事组织，共有3.85万名工作人员，向内政部长负责。边防警察的任务包括边境巡逻、反恐、出入境管理、警卫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宾馆、守卫重要机场、反间谍、处置政治暴乱，并协助联邦刑事警察对重要人物实施警卫，援助州警察的各种应急行动。边防警察由边防部队和边防总局组成。边防部队在全国设有5个司令部，分别位于慕尼黑、卡塞尔、波恩、汉诺威和巴特布拉姆泰特。边防总局主管分散值勤的边防警察，下设8个边防局和64个边防检查站。边防警察在边防学校接受训练。边防警察装备精良，武器齐全，交通通信工具快捷方便。

联邦铁路警察是随着1835年德国第一条铁路的开通而出现的。铁路警察向联邦交通部长负责，共有警力约2600人。铁路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铁路设施领域的安全与秩序。专职铁路警察还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追究并调查犯罪行为，而非专职铁路警察在这方面的活动余地则相当有限。此外，铁路警察在其职权范围内还应对顾客和旅客给以关心和照料。铁路警察要昼夜24小时在火车站巡逻，监视货运设施，对受威胁列车机务段进行摩托巡查，在各列车机务段交接处进行机车巡逻。此外，铁路警察的紧急行动队在发生事故、斗殴、袭击等情况时还要投入抢救、排险和处置犯罪的活动。在遇到足球大赛、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演出以及重要人物出行等特殊情况时，铁路警察要及时地采取超越个别派出所、甚至管理局辖区范围的特别行动，并经常与普通警察密切配合，以进行有效的工作。近年来，随着大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各大火车站内暴力、贩卖毒品、使用赝品、非法武器交易等罪行日渐增多。铁路警察不仅在打击上述犯罪活动方面，而且在维护火车站及站前广场治安和交通畅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德国有4371条通航的水路，内河航运占全国交通运输的第二位。繁忙的航运交通要求警察必须在水上执勤，承担这项职责的就是水上警察。他们乘坐现代化的快艇在水上巡逻，当载有危险货物的船只失事时，要对其他航行船只发出警告。水上警察一般都有内河和海运航行的经验，设在汉堡州的水上警察学校，对来自各州的后备人员进行培训。

二 组织机构

按照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的警察与警察组织分为联邦级和州级，分别由联邦内政部和各州内政部管理。两级组织各有自己的管辖权限和分工，又互相配合和制约，双方之间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遇到工作上的矛盾与冲突，则由全国内政部长联席会议协商解决。

德国警察从体制上看比较完善，各警种分工也很明确，但机构设置、权限范围、装备设施、警察的服装与标志，甚至工资待遇都很不统一。联邦和各州都有自己的警察法。

德国各州都设有内政部，各自由市设有警察厅。各州内政部下设警察厅、局、处、科；分局、派出所、站；各专业指挥中心；特派员、监察员、巡视员等。各级警察组织行政上属当地的政府部门领导，财政上由当地政府负担。但在业务上，上一级警察机关有权指挥下一级机关。各州虽然在自己的警察法中都规定了各州警察的具体任务，但多数大致相同。其主要任务是：依据法律对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依据刑事诉讼法追究刑事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追究违法问题；依据交通法规监视和调整交通等。

联邦内政部是德国各部中人数最多、机构最大、管辖范围最广、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部。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867年俾斯麦时期的帝国首相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于1949年7月30日成立了联邦内政部，主管刑事警察和边防警察工作。五六十年代，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相继制定了各种警察法律，州级警察也相继组成，警种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警察人数不断增加，内政部的权力越来越大。目前，内政部机关有1500多名工作人员，在内阁中有很大的影响，根据其分管的职责范围，联邦内政部设11个厅和司，它们分别是：办公厅、条法司、行政组织司、环保司、核安全司、宪法法律司、国内安全司、警察事务司、难民文化司、体育宣传司、民防司。并管辖着35个直属单位，其中有联邦刑事警察局、联邦边防机构。

三 教育训练

德国警官每晋升一级，都必须完成一套既定的训练项目。这项制度保证了每个警官接受完整的训练，并为将来承担繁重与复杂的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

德国申请入警的青年必须年满16岁，入警后，即根据每人原有的教育水平进行基础训练。州警察的训练由州政府负责，州警察学院可以对全州各区的警察进行统一的训练。新警员根据各自原有不同的文化基础，分别接受一年半或3年的基础和专业教育训练。“初级”警官分5个级别，受训者在结业考试通过后即可逐级晋升。“初级”警官可由上司、警察或其他政府官员提名，担任“中级”的职务，能否提升取决于中级职位是否有空缺及被推荐者本身的条件，如高中以上程度、有能力、表现突出、年龄不得超过32岁。被推荐者任职前必须接受为期3年的专业训练，并通过州统考，考试不及格者不予提升。

德国警官学院是培养高级警官的主要训练和研究机构，拥有训练所需的一切设施，包括最现代化的视听设备，完善的宿舍、大教室、演讲厅和图书馆等。高级警官的训练时间为两年，其中一年在州立或固定训练机构内进行，第二年的课程必须在德国警官学院完成。联邦和各州警察机构的刑事警官和治安警官，只要当过两年以上总督察或高级警察的都可申请接受这种训练，但年龄不得超过35岁。高级警官的学习科目包括领导理论、管理科学、交通、犯罪侦察学、犯罪学、联邦边防管理等13门课程，同时还进行实际训练。

德国各专门的警察部门也都有自己的招募和培训计划。以联邦和各州的刑事警察局来讲，联邦刑事警察局的刑事警察官员是从综合性大学、高等技术大学或同等高等院校中学习犯罪学和刑事侦察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中招收的。那些从事刑事警察工作，对刑事警察业务提供有益的经验、完成一级国家考试或高等学校考试者，也可以成为较高的联邦级刑事侦察部门候补官员。各州刑事警察局多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刑事警察人员，要经过3年职业培训。具体过程是：在招收时首先要进行两天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合格者被聘为雇佣人员，先在联邦刑事警察局进行5个月培训，学习刑事警察业务方面的基本知识；培训结束后，再用12个月时间到小城市或乡村的刑事警察单位实习；实习工作结束后，再用9个月时间在联邦刑事警察局学习理论，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参加学习的人要经过严格考试，凭通过考试证明，根据其能力、知识和成绩，确定是否胜任刑事警察工作。

关于联邦铁路警察的培训，首先应该接受与德国铁路所有中、高级职工相同的培训，此外，还应在联邦铁路学校各类铁路警务专修班或短训班接受专门训练。训练内容除警察概论、法学、刑事犯罪学等有关警务专门科目之外，还有铁路警察实际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如急救、无线电设备操作、武器的使用、警察手段的应用以及在发生冲突情况下正常心理行为的训练等。


第六章 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与卫生

第一节 教育体制与教育水平

一 德国教育概况

德国的教育水平之高是世界公认的，这与其完善而系统的教育体制是密不可分的。德国目前实行12年义务教育，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改革和调整逐渐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体制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和继续教育及高等教育等，具体地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分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及试验性的综合中学）和职业学校、高等院校等各级各类学校。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自治和自主权。联邦虽设立了科教部，但其职责有限，只负责协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实习资助以及企业范围内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教育事务的管辖权在联邦和各州之间进行分配。教育立法与行政管理的绝大部分职权归各州所有，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进修等方面都是如此。联邦与各州关于教育事务的权力分割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州关于统一教育事务的协定》（1971年10月14日汉堡协定）予以确认。各州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独立管理、发展其教育事业，并颁布专门的法规，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立、维护和发展；师资的培训和进修；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工作与学校生活的参与；学生在学校中的地位，学费和教材费的减免以及教育补助等事宜。因此，德国各州的学校教育各具特色。

为保证全国教育的统一性，各州文教部长组成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共同协商各州以及各州与联邦在教育体制和发展教育方面的合作，协调各州保持教育方面的特色以及对义务教育和职业学校学历的承认。各州在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上的合作，推动了教育事业在广阔领域里统一发展。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德国国内教育政策的灵活性，同时为各州教育事业的多样化达成协议。高等学校通常由州政府直接主办；普通中小学一般由地方主办；私立学校比重很小，但有增长的趋势，多数为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近年来，民办完全中学的比重增加较大，占完全中学学生数的10%以上。

2005年德国约有学校53200所，学生1310万人，职业教师大约有744329名。《基本法》赋予每个人自由发展个性并按各自的爱好与能力自由选择学校、培训场所和职业的权利。教育政策的目标是使每人有可能获得最理想的教育并接受合格的、符合他的兴趣和能力的培养。每个人终身都应有机会在个人、职业或政治方面得到培养。教育政策的准则之一是将年轻人教育成为在国家中共同担负责任的成年公民。德国是缺乏原料的工业国，它依靠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因此，德国对教育的投资额很高，2005年仅公共预算中就总共支出大约1457.6亿欧元用于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包括对中小学学生及大学生的资助措施。

学生在6～18周岁教育为义务教育阶段，共12年。在此期间，必须有9年（有的州为10年）上全日制学校，然后为了完成职业教育义务必须上非全日的职业学校。所有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教学用具一部分免费提供、一部分借给学生使用。如愿教学用具归己所有，则要求家长部分地自行支付费用。

《基本法》保证个人或团体在自由负责的前提下建立和经营学校的权利。假如私立学校想替代公立学校，它们需经国家批准。只有在得到州教育主管部门承认之后，私立学校才有权根据适用于公立学校的规定进行考试和颁发证书。个人或团体创建的私立学校丰富了公共教育计划，在财政上能得到州的资助。目前上私立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2004/2005学年大约有69.7万名学生在3864所普及教育学校和职业学校上学。普及教育学校中42.2%的私立学校学生上文理中学，12.5%上自由的瓦尔道夫学校，10.3%上私人的特别学校。

二 德国教育体系

1.学前教育与小学

在德国学前教育和幼儿园设施不属于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而属于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负责幼儿园的主要是教会、福利联合会以及乡镇，有时也有企业和协会。学前教育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教育，目的在于发展儿童既对自己负责又能合群的个性。幼儿园应支持和充实家庭教育，并弥补发展中的不足。儿童主要以游戏方式学习。在通常情况下，儿童只是上午上幼儿园，只有一部分幼儿园提供全日照料。从1996年1月起，把幼儿送入幼儿园成为父母的合法要求。但是，上幼儿园仍然是自愿的。孩子的父母也根据收入情况向幼儿园交费。2004年，所有3～6岁的儿童中，上幼儿园或托儿所的约占79.6%。

儿童6岁开始上小学，一般为4年，在柏林和勃兰登堡州为6年。在大多数州内，小学一、二两个年级不给孩子的学习成绩打分数，而只给一个报告形式的评语，借以描述在各个学习科目中个人的进步与弱点。小学阶段，儿童主要学习读、写、算的知识和常识，所设的课程主要有德语、数学和常识，学校的课程多安排在上午，下午学生可以用来搞课外活动。德国对小学生的书包有规定，书包的重量不得超过儿童体重的1/10，并且是双肩背带。学生的课本一般采取借阅形式，学校图书馆一般都提供学生用书。学生学习满4年，如果学完教学计划内的课程，成绩合格就可以毕业。毕业后升入哪类学校，一般不需考试，而是根据学生自己的情况，由教师和家长商量决定。学生可以直接升入普通中学，也可升入实科中学或综合中学，不过后两者需要学校的推荐书。如果没有学校的推荐书，则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考核，成绩合格，同样可以入学。

2.中学教育

大约1/5的儿童在小学毕业后升入普通中学。普通中学给学生以一般的基础教育。每一个普通中学的学生首先都上德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门外语课（大多数学英语）和劳工理论课，以便于他们走上职业培训的道路。普通中学毕业生大多数会进一步接受双轨制职业培训，由此开启了通向手工业和工业中许多职业的道路。在普通中学5年或6年毕业后，开始职业培训，并至少上一所职业学校至18岁结业为止。

实科中学介于普通中学和文理中学之间，对学生进行拓展的普通教育。它通常包括5～10年级的6个年级，以中等学校毕业作为入学深造的资格，例如，可以上职业专科学校或高级职业中学。2005年实科中学毕业的学生大约占全体中学生的39.7%。

文理中学一般为9年制，对学生进行深化的普及教育。过去它分为古典语文文理中学、现代语文文理中学和数学自然科学文理中学，今天这种分科已几乎消失。文理中学的高中阶段包括11年级至13年级（在两个州是10～12或11～12年级）。在这个阶段里由课程制取代传统的班级制。在某些或某类必修课程范围内，高中生仍然可以根据扩充的课程设置来选择个人的重点科目。学校的课程分属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技术3个领域。在从入学到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的每一个年级中，学生都必须无例外地从这3个领域的每一个领域中选读课程。除这3个领域外，必修课还包括宗教课和体育。文理中学的高中以4个科目的考试结束学习。考试及格者通常获得读完13年级的“升入普通高等院校资格证书”，持此证书即可在高等院校的任何专业学习。

另外一种类型的学校是综合学校，学生通常在此接受5～10年级的教育。有些综合学校有自己的高中，其安排与文理中学高中相同。合作形式的综合学校以及学校中心（不来梅州）在教学和组织上融合了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的特色，形成一种组织和教育形式相统一的综合学校。在这类一体化的综合学校里，一部分科目（数学、第一外国语、德语、化学/物理）从7年级起根据科目的情况分别在至少两个阶段以讲座形式授课。讲座的水平要求达到9、10年级毕业（普通中学毕业，中等学校结业，有资格进入文理中学）的水平。

在个别州，还有教育进程更多的其他种类学校。这些学校包括“常规学校”（图林根）、“中等学校”（萨克森）、“高级小学”（萨克森—安哈特）、“一体化普通与实科中学”（汉堡）、“普通与实科复合中学”（黑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地区学校”（莱茵兰—法耳茨）和在萨尔州的“扩大的实科中学”。这些学校把普通高中和实科中学的教学进程结合起来，从7年级起在毕业班/讲座内授课。这些学校9、10年级毕业的条件和其他类型中学一样，根据1993年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协议，各州互相承认其学历。

残疾青少年在特殊学校里学习。有为各种不同残疾青少年开设的学校。有时候，残疾青少年也在常规学校中上课。义务教育同样适用于他们。还有一种业余学校，例如文理中学夜校和实科中学夜校，它们可以使有能力的成年人在每日工作之余准备通过中学毕业考试或文理中学毕业考试。非就业的成年人可以参加讲座班准备文理中学毕业考试。

3.职业教育

德国大多数的青年（大约占同一个年龄段70%的人）在中学毕业后会在双轨制中学接受一种国家承认学历的职业培训。这主要是普通中学和实科中学毕业的年轻人；也有许多文理中学毕业生接受这样的培训。双轨制职业培训由联邦、各州和社会福利伙伴密切合作，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共同确定。培训时间按职业的不同，一般安排在两年和3年半之间。培训内容视将来职业对受培训者的要求而定。企业和国家为双轨制职业培训担负巨额经费。

双轨制职业培训有两个不同于许多国家职业培训的特点：首先是绝大部分的学习不在学校里，而是在生产场所或服务性企业中进行。在一个企业里、一种自由职业的实践中或在公共服务中受培训者，有时候也离开实践去上职业学校，他们同时也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年轻人每周大约有3～4天在企业里、1～2天在职业学校里接受培训。其次，培训由两个培训承担者负责：企业和职业学校。它们在德国分属不同的部门管辖。联邦法律管辖企业中的培训；学校领域里的培训是各州的事情。企业中的培训一般在操作机器和使用设备的实践中进行。在较大的企业中，培训就在自己的徒工培训车间和工作岗位上进行；较小企业中的受培训者则直接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如果企业过于专业化，无法传授所需的各种知识，它们可以得到跨企业的职业教育机构的支持。此外，有的培训阶段可以由其他企业承担。职业学校课程的任务是，在专业理论方面促进和充实企业中的培训，并扩大年轻人的普通教育。学校培训的重点为2/3专业课，大约1/3是普通教育课。根据各州学校法的规定，所有受培训者必须上职业学校。

各个经济部门的大约50万个企业以及自由职业和公共事业的实习场所，专门负责对学徒进行培训。现今，大约有165万年轻人正在接受目前356种得到承认学历的职业培训中的一种。但是，这些职业在就业系统中的需求却截然不同。将近37%的男性受培训者和大约53%的女性受培训者的兴趣集中在10种职业上。男青年最常接受的培训职业是汽车机械工、粉刷工和油漆工、木工或电气装配工，而女青年优先选择的职业则是办公室工作人员、零售部门营业员、理发师和医生助理。

在德国，人人有接受培训的机会。根据联邦法律，所有的中学生都应该获得一种尽可能合格的职业培训，在德国有“先培训，后就业”的说法。因此国家必须提供足够的和多方面的培训机会。为此，联邦和各州开始实行解决青年失业的紧急计划，1999年和2000年为此提供的资金总额各为20亿马克。该项计划在以后的几年中仍在继续实行。双轨制职业培训证明对培养专业新生力量十分有效，正在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在新的就业领域里进行新的职业培训，以及对已有的职业培训制度的现代化。

除了传统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外，职业进修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大。在德国，与职业教育的内容、功能和目的相适应的，是一个分类细致的、承办者和资金筹措形式各不相同的进修系统。国家在社会福利和就业政策方面负责促进那些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无法立足的人们的进修，由此看来，企业中的进修具有特殊意义。一半以上的企业进修活动已经由企业承办和资助。除了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形式外，还有自己组织的依靠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进行学习的种种新模式。许多跨企业和企业外的承办者常常通过内容丰富的计划来充实和支持企业中的培训。

其他的职业培训途径，还有全日制学校里的职业培训，尤其是那些提供职业准备或参加全日制职业培训的职业专科学校，其学制至少一年。此外，还有商业的、社会护理的和家政服务方面的职业专科学校、卫生学校以及为已经获得一次职业培训的人们提供进一步职业提高的职业进修专科学校，例如高级技工学校和技术人员学校。

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保证高水平教育质量的关键。德国每一类学校或年级都有受过特殊培养的教师。每位教师都必须受过高等教育。为了在小学和普通中学执教，教师一般在大学学习7个学期。对在实科中学、特殊学校、文理中学和职业学校任教的教师通常要求学习时间为9个学期。所有的预备师资在学习结束后必须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接着进行一次实习性质的教育实习培训（一般为24个月），至第二次国家考试结束。西部公立学校教师通常是州的公务员。东部各州的教师则以职员身份从职。

4.高等学校

德国最古老的高等学校——海德堡大学建于1386年，另外的好几所大学也已度过500周年校庆，其中包括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莱比锡大学（建于1409年）和罗斯托克大学（建于1419年）。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是德国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威廉·冯·洪堡在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所承载的教育理念对德国的高等学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洪堡教育理念创办的高等学校只为少数学生着想，它是一个从事纯科学的、目的性不明确的研究与教学场所。后来，这种理念越来越不符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因此，建立了工业大学、师范大学、艺术和音乐大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专科大学。高等学校担负着在科研、教学以及培养科学新生力量方面的重任。

如今在德国大约有高等学校372所，包括102所综合性大学和180所专科大学。目前在德国约有196万大学生，其中93.7万为女大学生（占48%），2004/2005学年冬季学期入学的新生30万人，其中近10.6万人为女生。目前德国高等教育中最受欢迎的专业包括：法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工程科学、语言及文化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人体医学等。除了上述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外，德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是科隆大学，在校学生47000人；对于国际顶尖科研人员来说，最具吸引力的大学是拜罗伊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科研能力最强的大学是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此外还有最大的私立大学——位于爱希施泰德—英戈尔施塔特的天主教大学。德国著名高校情况见表7-1。

表7-1 2003/2004年度德国著名高等学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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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原则上需持有文理中学毕业证书或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资格证书。由于求学者人数众多，学习名额有限，因此，几种专业定下了全联邦的或地区性的接收名额限制。各高等学校挑选大学生的标准主要是中学毕业考试的总分以及在中学毕业与申请大学入学之间的等待时间。德国各类大学都没有入学考试。

高等学校除了教学任务外，尤其要在基础研究方面满足现代社会不断提高的要求。为了能够完成这些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起，高等学校通过扩建和新建、增添教学人员以及增加经费等措施得到扩大，开设了新的课程，学习越来越考虑对口。按照《基本法》规定，高等学校的扩建和新建由联邦和各州共同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高等学校根据其任务确定专业设置、人数、规模，从而保证有足够的和均衡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在德国西部各州扩大学生名额和科研设施的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在德国东部各州建设新的高等学校结构尚需继续做出特别的努力。今天，高校建设的共同任务是使德国高等学校现代化，并加强和保持它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此从1999年起，联邦政府明显地提高了对高等学校现代化做必要投资的财政费用（2000年提高至20亿马克）。但是，扩建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致使最近几年高等学校的经费、教学设施、科研水平、学生学习状况等都很不理想。

高等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支柱始终是综合性大学以及与它相当的其他高等学校。在这些高等学校里的学生以通过文凭考试、硕士考试或国家考试而结束学业。1998年起，越来越多的学科设立学士制和硕士制，接着可以继续深造直至通过博士生考试取得博士学位。但也有几门学科只以硕士或博士考试结束学业。迄今为止在许多专业流行的取得教授席位的资格的做法，将在高等学校进一步改革的框架内取消，并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确定教学能力的做法。作为德国高等学校的第二支柱的高等专科学校，主要在工程技术、信息学、经济学、社会学、设计和卫生等学科内提供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学习，以文凭考试结束学业，并从1998年起开始设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今天，几乎有1/3的新生选择此类高等学校。这类学校的学制较短，学习的结构化较强。

对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都有联邦统一的框架规章，在此基础上，各州制定和颁布自己的学习和考试章程。大学生可以在许多科目里自己决定学习哪些重点课程。大学生原则上不向国立大学交纳学费。个别州收取学生学习第二专业或长时间学习的费用。如果大学生无力负担其生活及学习所需费用，他们在法律上有权根据联邦教育促进法获得国家的助学金；不足部分可以取得无息贷款，通常在资助期限到期后5年归还。

在德国高等教育中，学位包括学士、硕士、理工科硕士（德制）、文科硕士（德制）、国家考试和博士。博士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大学毕业生中有40%的人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德国的大学不设专门的研究生院，研究生的培养主要由各个研究所承担。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不需要进行专门考试，而是由研究所的教授选定。一般来说，攻读博士学位的途径有三种：一是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得到奖学金的人，可以直接成为博士生；二是大学毕业后留校正式任助教的人，他们经研究所的教授考查后，认为有培养前途，便可以被接受为博士研究生；三是毕业后已从事某种工作，后来自愿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有研究所的教授愿意任其指导教师者，就可以成为博士研究生。博士生没有严格的学年限制，获得博士学位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在德国，医学专业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多，因为德国的医生按法律规定必须拥有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1974年成立的哈根函授大学是德语地区唯一的函授大学。1999/2000年冬季学期的学生将近46800名，由各地区的学习中心——其中几个设在讲德语的外国及中东欧国家——进行函授学习辅导。除了哈根函授大学外，私立的函授专科大学也在联邦范围内提供函授教育。各地的高等学校也越来越积极地在函授学习方面开展工作。互联网和多媒体今天为函授学习开辟了安排现代化的和根据需求的学习计划的可能性。它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类似高等学校现场教学的各种函授学习模式，如虚像实验室或模拟的大学现场教学，有好几个州建立了可提供虚像学习的联合机构。仅参加哈根函授大学虚像教学的学生目前就有14000人。

5.成人教育

德国的成人教育属于继续教育的范围，继续教育在德国已被列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德国的成人教育包括职业性成人教育和非职业性成人教育。成人教育机构按照主办者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企业或企业联合会举办的成人教育机构；第二类是国家、社会团体和大学主办的成人教育机构；第三类是教会举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6.留学生

德国同美国和英国一样，属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留学国家。目前约有24.6万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德国学校，比1995年增加了70%，其中约有1/4在德国取得大学入学资格，这些留学生主要来自东欧和中国。目前中国在德国的各类留学人员约3万人。同时，也有62000名德国学生到国外留学，最受德国学生喜爱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瑞士、法国和奥地利。

三 德国的教育改革

联邦政府及各州的教育部门于2001年11月28日共同提出了一项“德国教育体制改革建议”，计划对德国从幼儿园直到高等学校的教育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这项旨在改善德国人才培养现状的建议主要包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外语教育，参照国外做法有意识地在幼儿园为孩子将来上学打基础；加强全日制学校，在学校中更加重视素质培养；为每一个班级教室配备一台免费上网电脑及端口；提高学校的自主权；重视职业教育和实行教师绩效工资制等。

根据这一建议，德国的高等院校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学生因生计、学习成绩等原因而被迫或主动中断学业的情况。高等院校也应该承认非文理中学毕业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所取得的学历，为这些学生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此外，德国的高等院校除担负教学与科研任务外，也将提供进修培训。

联邦和各州教育部长们商定，将来对那些因各种原因而不能毕业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都应至少再得到一次学习机会。目前，德国学校一般只给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一次补考机会，但据了解，仍有大约10%的学生达不到毕业要求而肄业。同时，他们还坚持认为，不能在教育方面实行紧缩政策。

另外，2005年10月19日，德国政府决定实施“顶尖高校发展计划”，要集中财力和人力优先将慕尼黑大学、慕尼黑技术大学、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办成国际一流大学。

第二节 科学技术

一 科技发展水平

德国科学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属世界科技大国之一。德国目前的重点科技领域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信息及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卫生、环保、新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航天、海洋、地球科学、国防。

德国的大学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中都曾处于领先地位。迄今有76名德国人先后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有65人是因其在自然科学或医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在45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中有10位是德国人；在40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德国人占16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20多位德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医学奖。近20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也有德国科学家，例如1989年诺贝尔物理奖由物理学家沃尔夫冈·保罗与两位美国同行分享；1988年3位研究人员约翰·戴森霍弗尔、罗伯特·胡贝尔和哈尔特穆特·米歇尔荣获诺贝尔化学奖；1991年诺贝尔医学奖为细胞生物学家埃尔温·奈尔和贝尔特·萨克曼所得；199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是德国女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娜·尼斯莱茵-福尔哈尔德，在美因茨执教的荷兰化学家保罗·J.克鲁岑获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物理学家霍尔斯特·施托尔默和来自美国的两位同事获得；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美籍德国科学家赫伯特·克勒默与另两位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分享；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克特勒和两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德国科学家特奥多尔·亨施和两位美国科学家获得。

德国是世界第三大“研究者国度”。即便是以专利登记数量作为纯创新力的尺度，德国也打入了“冠军联赛”：德国每年在欧洲专利局登记专利数量超过23000项，明显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欧洲在2004年总共123706项专利登记中，有23044项来自德国，名列第二的是法国。德国登记的专利数量达到了全世界专利总数的18%。德国在机械制造、化学、医学、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科研优势众所周知，而德国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医学技术、环境科学、车辆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也居于主导地位，在纳米技术、光学工艺、微系统技术、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和过程技术等未来型研究领域也位居全球之首。

二 发明与创造概览

德国基础研究非常发达，曾是许多科学发明和技术成果的发源地，其许多发明创造影响了现代世界——从自行车到液晶技术、MP3格式和基因技术。近代以来，“德国制造”的发明主要包括如下成果。

1796年，顺势疗法：“以毒攻毒”这一思想由塞缪尔·哈内曼（1755～1843）提出，是顺势疗法的基本原则。截至2006年，已有近40%的德国人接受过这种温和的疗法。

1817年，自行车：卡尔·冯·德莱斯（1785～1851）为“两轮原理”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种两个轮子的代步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

1854年，白炽灯泡：于1848年移居美国的德国人海因里希·格贝尔把碳化的竹子纤维置于长玻璃管内并抽空其内气体，由于当时根本还没有电网，所以很快被人遗忘，但这为后来使用白炽灯泡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德国每年售出约3.5亿个白炽灯泡。

1861年，电话：菲利普·赖斯（1834～1874）开启了一个革命性的通信技术时代。这位数学教师第一个成功地使声音和词汇转化成电流，又在其他地方将它们还原成声音。

1876年，冰箱：卡尔·冯·林德（1842～1934）用氨作为制冷剂，获得了第一台电冰箱的专利。1993年德国公司FORON把第一台无氟利昂“绿色制冷”冰箱推向市场。

1876年，奥托发动机：尼古劳斯·奥古斯都·奥托（1832～1891）作为进气过程、压缩行程、点火、工作行程和排气行程四冲程发动机的发明者，改写了技术的历史，加快了摩托化的发展进程。

1885年，汽车：卡尔·本茨（1844～1929）和戈特利布·戴姆勒（1834～1900）发明了汽车，汽车使人类动起来。如今，德国有4500多万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

1891年，滑翔：奥托·利恩塔尔（1848～1896）在1891年成功地滑翔于25米的高度，圆了人类的一个梦想。今天，德国有大约7850架滑翔机。

1897年，阿斯匹林：1897年8月10日，化学家菲利克斯·霍夫曼（1868～1946）合成了一种白色的粉末草杨酸，使之恰如其分地成为一种“神奇药剂”。

1905年，相对论：他没有开发任何产品，也没有发明一种工作方法，但是他赋予时间和空间以新的概念。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于1933年从德国流亡到国外，是科学界的第一颗巨星。他著名的公式：E=mc2


1931年，电视：在1930年的圣诞夜，曼佛里德·冯·阿尔德纳（1907～1997）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电视转播。现在，德国95%的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视机，每天的平均收视时间高达210分钟。

1939年，喷气式发动机：汉斯·欧海因（1911～1998）当学生的时候就在寻找一种新的飞行推进器。他的幻想是寻找一种“推力”能提供原动力。1939年，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在罗斯托克起飞。

1941年，电脑：康拉德·祖斯（1910～1995）因为不愿意做算术，发明了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Z3。它可以在3秒钟内计算出四位数基本运算，这是数码时代的开端。如今每年有1.5亿台个人电脑售出，仅在德国就有7百万台。

1957年，锚栓：简单、却富有天才性，除此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词汇来描述塑料锚栓了。对于“世界专利大王”阿尔图·费舍尔来说，这只是他长期企业主生涯中5000项专利中的一项。

1951年，扫描仪：鲁道夫·黑尔（1901～2002）作为传真机先导的发明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想到把文字和图片分割成点线。他的黑尔书写法首次远距离传送文本和图片。1963年，他发明了首部可以解读彩色图文的扫描仪。

1969年，芯片，DE 194577 C3：尤尔根·戴特劳夫（1924～2002）与赫尔穆特·格略图（1916～1981）合作完成这项专利发明。他们的这项专利使信息社会的大门为更多的人敞开。他们的芯片运用于银行卡、电话卡或医疗卡，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液晶显示屏：显示屏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大而且平面度高，这要归功于现代液晶技术。首批该类产品于1904年由达姆施塔特的Merck公司提供给市场。到了1976年，该技术由于应用了更好视觉和化学效果的物质而取得突破。

1979年，磁悬浮列车：首列磁悬浮列车在汉堡试制成功。今天，德国发明的磁悬浮列车（Transrapid）以430公里的时速风驰电掣于上海浦东，往返于机场和城区间。早在1933年，工程师赫尔曼·凯姆普（1892～1977）就产生了有关磁悬浮列车的天才创意。

1986年，扫描隧道显微镜：这种显微镜使得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原子一览无余。德国人盖尔德·宾尼和瑞士人海因里希·罗勒以此得到了198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是人类进入毫微世界的决定性一步。

1994年，燃料电池汽车：早在1838年，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迅本因（1799～1868）就已阐述了燃料电池的原理。但是直到1994年，戴姆勒·克莱斯勒才倾力开发出世界首台燃料电池汽车。

1995年，MP3：对于成百万的孩子们来说，MP3播放器最富魅力。研发了音频压缩技术的是弗朗霍夫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小组，该所位于勃兰登堡的卡尔海因茨地区。

2002年，双子电梯：两台电梯如何能够在同一个竖井中开动而又互不影响呢？蒂森·克虏伯公司的一项超现代技术把这个变为可能。双子电梯技术同时为建筑物的设计提供了新的空间。

2005年，空中客车A380：空中客车A380是全世界最大的民用客机，它是欧洲的传奇，众多德国技术在此得到应用。在2005年春季，这个空中巨人完成了它的首航。

三 科技体系与管理

德国拥有一整套结构完善、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科研体系。高等院校、独立研究机构、企业科研机构是德国科研体系的三大支柱。

高等学府中进行研究工作是德国的老传统。“科研与教学统一”是从20世纪初对普鲁士各大学进行改革的威廉·冯·洪堡以来高校坚持的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确保为科学界培养新生力量从而保证研究人员不断更新的高等学校。德国共有300余所大学及高等专科学校，它们既是一支很强的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队伍，又是培养科研后备力量、保证科研力量不断更新的重要基地。高等学校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越来越重要。高等学校在许多领域里，尤其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大多数领域以及在人文科学领域里，是专业研究工作方面最重要的部门。对新的研究来说，它们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基地。在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方面，高等学校同其他的研究机构及工业部门的实验室进行合作，促进并加速了它们的理论知识向实践转化。在这个领域里，高等专科学校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它们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德国独立科研机构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包括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马普学会、从事应用研究的弗朗霍夫学会、从事综合性跨学科战略研究的16个国家研究中心以及84个“蓝名单”科研机构。马普学会拥有79个规模、结构、任务各不相同的研究所、研究站、工作小组；弗朗霍夫学会拥有48个研究所，主要从事耗资巨大的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物理、新能源（例如聚变）、航空与航天、医学、分子生物学、环境与极地考察等，这些项目只能在庞大的科研班子里以昂贵的技术和巨额经费方能实现。

企业的科研主要集中于面向市场的研发活动。中小企业为了加强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分别成立各种行业的或跨行业的联合研发机构。这些联合研发机构于1954年组成德国工业研究协会联合会。它已拥有106个行业或跨行业的合作研究机构，参与研究合作的科研机构共有800多家。

据统计，德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总数约为46万人，其中经济界28.6万人（占总数的69.5%），高等院校10.1万人（16.3%），国家7.3万人（14.1%）。在这些人员中，41.4%为科研人员，28.2%为技术人员，30.4%为行政人员。

德国研发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经济界、私人非营利科研机构、基金会。目前，德国研发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06年德国联邦的科研和教育经费预算比上一年增加了5.6%，达到80多亿欧元。若照此速度发展，施罗德政府确定的到2010年研发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3%的目标肯定能够实现。

联邦教育研究部是主管国家科技发展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制定并实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政策，利用政策法规和管理科研经费等手段，对国家科技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同时，还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各部之间以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科技政策和科研活动。联邦教育研究部管理联邦政府约70%的研发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作为向国家非营利科研机构（如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学会、国家研究中心、“蓝名单”科研机构等）提供的事业费，一部分作为资助科研项目经费使用。

为了提高科研机构的运行效率，增强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力，德国政府近年来提出了评估科研机构、引入激励机制、改革科研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措施，相继成立了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分别对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学会、国家研究中心、“蓝名单”科研机构等由联邦、州政府共同资助的非营利科研机构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评估报告。

德国政府还设立了一系列科研奖项，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第一位的是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颁发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奖（Gottfried-Wilhelm-Leibniz-Preis），位居其后的是联邦总统德国未来奖（Deutscher Zukunftspreis des Bundespräsidenten）、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奖（Heinz-Maier-Leibnitz-Preis）和科尔伯奖（Körber-Preis）并列第三位，名列第四位的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促进奖（Alfried Körupp-Frderpreis）和德国环境奖。

四 主要科研机构

1.马普学会

马普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是政府资助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它的前身是威廉皇帝学会，成立于1911年。目前，该学会是大学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下设生物和医学部，化学、物理和技术部，人文、社会科学部，拥有79个科研机构，并正在新联邦州建立新的机构。马普协会在它的设施中，促进超出大学范围的或者需要特别大型设备的基础理论研究。

马普学会是一个自治的科学组织，主要任务是支持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支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与高等院校合作并向其提供大型科研仪器。学会科研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和私人资助。

2.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学会

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学会始建于1949年，是公益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应用研究，接受经济界、服务行业和国家委托的合同研究。另一方面的重要任务是战略性研究，受联邦和各州有关机构的委托资助实施前瞻性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有助于公共需要和关键技术的创新。面对经济和研究全球化的大趋势，该学会在欧洲、美国和亚洲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与重要经济地区的国际合作。

2001年7月，信息科学研究中心（GMD）并入该学会，加强了该学会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研究开发力量，新成立的8个研究所（AIS、FIRST、FIT、FOKUS、IMK、IPSL、SCAI、SIT）和原有的7个研究所组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集团。

该学会有79个研究所，现有职工11000人。每年的研究经费约9亿欧元，其中8亿多欧元来自研究合同。经济界和政府研究项目占合同研究的2/3，经济界的合同研究经费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合同经费。在经济界的合同研究中，一半来自中小企业。其余1/3的项目经费由联邦和各州政府提供，供各个研究所开展前瞻性研究，为解决5年或10年后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做好技术储备。

3.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

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由15个大研究中心组成。其中心任务既有基础性研究，也有预防性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原来属于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的信息科学研究中心（GMD）已于2001年7月并入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学会，组成8个新的弗朗霍夫研究所。

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昂贵的大型食品设备，例如重粒子加速器、同步加速器辐射装置、等离子源等，供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以及国内外高等院校和其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使用。由于装备先进、组织管理合理，在设备利用方面，外部和短期使用者占很大比例，所以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得以在边缘交叉领域开拓出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领域，其中有一些甚至达到可直接应用的水准。另外，研究中心重视与企业的合作，在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正因为有了这些大型研究设施，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得以在许多领域参加到国际项目中去，并在国际组织中（特别是Institut Max von Laue-Paul Langevin、欧洲聚变装置Joint European Torus和欧洲同步辐射源ESRF）代表德国。

在预防性研究方面开展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开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工艺技术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健康等问题的研究工作，如：气候研究、地球系统研究、宇宙空间研究和癌症研究等等，其中的许多工作与国际协议有关。

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在关键技术方面的研究着眼于为未来发展提供技术贮备，涉及的领域有新材料、微系统技术、纳米技术、超导技术、能源研究和生物工程等。1998年海姆霍茨德国大研究中心联合会提出477项专利申请。根据全国专利申请统计，它与许多大企业一起跻身于前十名之内。

4.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原蓝名单研究所）

德国除了上述三个著名研究机构外，还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助的84个跨地区的独立研究机构，其中33个在东部地区，共有职工11500人。由于这些研究机构曾经开列在蓝色纸张上，故称为蓝名单研究所，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1995年蓝名单研究所联合成立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它作为科学自治团体对外代表各个成员单位的利益。联合会包括众多专业领域，如人文科学和教育科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材料学，自然和科学工程，环境科学等。

根据德国整个科研体制的新定位，蓝名单研究机构奉行以质量求资助的方针。为此，在三年的试验期内，除博物馆和服务性机构外，其他蓝名单研究机构共削减经费2.5%。由此，蓝名单研究机构可以与其他研究机构开展公正、平等的竞争，以提高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时形成自身的科研特色。

5.联邦政府直属研究机构

在德国的科研体制中，联邦政府直属科研机构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除了完成国家行政职能外，还根据所属部门的需要开展科研工作。其科研任务的首要目的是，获取本部门行政工作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同时它们也进行一般性科学研究。这些机构的经费通常由联邦政府以事业费的形式提供，很少通过科研项目取得横向资金。

这些科研机构包括隶属于联邦各部的科研单位，主要有联邦总理府系统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外交部系统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和汉堡亚洲研究所，内政部系统的联邦人口研究所和联邦运动科学研究所，经济技术部系统的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联邦材料研究检验院和联邦地学与原料研究院，食品农林系统的联邦农业研究院、联邦农林业生物研究院和联邦渔业研究院等，国防系统的应用自然科学研究学会等，以及其他一些属于不同部门的科研单位。

6.工业研究协会工作联合会

工业研究协会工作联合会成立于1954年，成立初期由12个工业研究协会组成，现发展成为一个由各个行业、各个技术领域的106个工业研究协会组成的总会。总会分别在科隆、柏林设有办事机构，共约130名工作人员，包括了5万余家中小企业和54个研究机构，并与800余个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

工作联合会的中心任务是资助中小企业面向应用的研究与开发。它的科研活动得到了联邦政府和中小企业的资助。联邦政府用于资助研究项目的经费高达2.5亿欧元。

五 当前的科技投入与重点科研领域

2005年，德国政府出台了新的促进科研的政策和措施，重点技术领域又获得新发展。政府将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研发。仅2005年，联邦教育研究部的研发经费达到99.99亿欧元，比2004年增加2.96亿欧元；到2009年，政府将为研发增加60亿欧元的投入，到2010年，德国对研究的投入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此外，默克尔政府还于2006年8月推出了德国的首个高科技战略，政府决定在未来四年内为促进未来高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投入近150亿欧元，同时进一步改善经济界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联邦政府为此确立了未来重点发展的八大技术领域：

1.汽车工业与道路研发、纳米汽车研发

汽车工业在德国研发投资总额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为扩大技术优势，德国政府资助汽车工业与道路研发项目（INVENT）投资过亿。在此基础上，2005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决定在车辆安全和交通管理上进一步加大投入，为INVENT项目出资3200万欧元用于车辆安全辅助系统开发以及道路交通的有效管理。同时，教研部长又公布了今后对交通研发领域1500万欧元的资助计划，以便使交通合理分流，节约能源，减少环境压力。重点是“驾驶辅助系统中的微系统技术”，这一技术将进一步提高道路交通的安全性。同时，德国各大汽车制造商和配件供应商也参与INVENT，追加4100万欧元用于研发。另外，两个专门研究交通管理的项目也将获得各1500万欧元的经费，它们分别是柏林、纽伦堡、不伦瑞克、杜塞尔多夫、马格德堡和哈雷—莱比锡地区的“2010年交通管理”和“行车辅助系统微系统技术”。

未来汽车将因纳米科技的影响发生重大改变。联邦科研部将投资3800万欧元用于纳米汽车技术的研发，使汽车更加节能、环保、安全和舒适。这项计划由18个项目组成，涉及研究所、零配件供应商和汽车制造商。总开发费用达7000万欧元。研发的重点是可持续性、安全性与舒适性。通过纳米材料的结合使汽车材料更加坚固和轻便，因此也节省了能源消耗。此外，纳米技术也使汽车电子存储系统更加可靠，有助于混合动力技术的突破。

2.微型燃料电池

2005年6月，德国联邦教研部宣布，联邦教研部将投资2000万欧元开发微型燃料电池，希望将微型燃料电池提供的能量用于移动电子设备，如笔记本和摄像机等，并将功率提高。据称，这将是欧洲该领域最大的研究项目。

3.用于生物技术的集成微系统技术

2004年，联邦教研部启动了新一轮的微系统框架计划，到2009年每年提供5000万欧元的资助。目前开展的联合项目有51个，总共有279个合作伙伴。新的资助重点是用于生物技术的集成微系统。联邦教研部对此项研究提供了1500万欧元资助。该课题是联邦教研部“微系统2004～2009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项目总体投资达26000万欧元。

4.生物技术

德国已经建立25个生物技术工业区，出现了约500家年轻生物技术企业。此外，德国联邦教研部推出的“生物机遇+”（BioChancePLUS）计划，将对60个年轻生物技术企业的研究计划给予总计30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截至2006年，联邦科研部将向“生物机遇+”计划给予总计1亿欧元的经费，促进新兴的创新型生物技术企业的研发工作。

5.纳米技术

有关机构就德国纳米技术对经济领域和医药领域的影响以及在节约能源与资源方面的应用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纳米技术研究方面，德国位于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二；纳米技术在卫生事业中的应用方面，德国位于世界第一；在研究成果市场转化方面，德国则尚有一定差距，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名列第三。

该研究报告显示，德国纳米技术行业共有450家企业，纳米技术和方法已在其他工业领域开始应用，纳米技术将在生态和经济两个方面为社会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多数德国公司认为自己在纳米技术领域具备决定性的竞争因素。目前，德国从事纳米技术工作的约有1.5万～2.7万人，其中有17%的纳米技术企业期望在2006年使其雇员人数增加一倍以上。从1998年以来，联邦政府纳米技术研究计划的资助经费提高了440%，2004年的经费增加到了1.25亿欧元。1998年以来，出现了约40个新纳米技术公司；德国研究与用户间的联网，为纳米技术的成果转化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2004年3月，联邦教研部以“纳米技术占领市场——德国纳米技术的未来攻势”框架计划，开始了新一轮的纳米技术研发资助。

6.医学技术

亚琛医学技术协作区中心和德国生物医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德国的医学技术在世界上占据突出地位，其增长率超过平均水平；德国教研部在医学技术方面的研究资助已获得大量专利。德国目前医学方面的专利仅次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面对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健康市场，联邦教研部将进一步完善其资助战略。

在德国医学技术企业中，开发不到两年的新产品的销售占了其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该行业研发占产值的比例是工业品的两倍多。这种创新潜力使德国医学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拥有较高的份额，德国以近15%的比例仅仅落后于美国（31%）。德国的医学技术领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1995～2002年，大约有9300家企业进入市场。这对该领域的就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就业人数已达到10.8万人。

2005年度德国教研部对医学技术领域资助约3500万欧元，其中包括8个技术协作中心。在超过5年多的时间里，每年向这8个技术协作中心拨款600万欧元。

7.信息通信技术

为促进信息技术发展，联邦政府对研究基地实施结构改革。首先是使弗朗霍夫学会顺利成为全欧洲最大的IT研究机构；其次是在2002年启动了“2006年IT研究”计划，到2006年向该计划提供的资助经费总额将达到30亿欧元。德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出口国之一。根据联邦统计局2004年9月公布的数字，德国企业在2004年上半年的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增加了约20%。德国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净出口商，出口额总计364亿欧元。

“未来互联网经济论坛”是政府资助的新计划，2005～2007年，联邦教研部将向该论坛资助2000万欧元，用于经济领域中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使互联网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新的领域。

8.光学技术

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还是激光技术的净进口国。而今天，德国已发展成为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的光学技术提供国。德国企业生产的激光设备有40%应用于材料加工。仅在材料的激光加工方面，德国制造商的销售额就达到5亿欧元，1993～2003年增加了10倍。目前，德国光学元件和仪器制造领域的就业人员就已有11万人，在近几年里，仅在这一领域就新增5万多个工作岗位。此外，德国教研部和经济部计划在未来5年里，斥资1亿欧元用于研发有机发光二极管。

六 中德科技合作

中德两国于1978年10月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正式建立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为执行两国科技合作协定而成立的“中德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对两国科技合作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协调和促进作用。双方在联合委员会内密切合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联合委员会轮流在两国举行。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签订政府科技合作协定以来，两国执行了100余个较大型的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共500余个单位参加了合作，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公益性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协会、工业企业等，产生了大批成功的合作领域和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中德之间的科技合作更加活跃，大型合作项目主要有三个：一是大科学项目合作。2005年11月24日，在柏林召开的国际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协调委员会上，中国科学技术部和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签署大科学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个项目旨在研究一种能够发射特别强劲的、类似激光的超短频伦琴射线，这种设备将给自然科学界和工业界提供全新的研发领域。此外，在已有的“伽利略”和“ITER”大科学项目上，中德也已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第二个项目是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这是中德科技合作的新焦点。两国于2004年签订合作备忘录，决定以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为基础，将生产技术领域的合作拓展到中国东北振兴方面，吸引研究机构特别是有关企业和其他机构共同参与。双方目前在此合作领域交流频繁，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三是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该项目是德国联邦教研部资助的，于2005年启动，在首批16个项目中，与中国合作的有5个：包括乌鲁木齐—昌吉干旱区特大城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研究；广州珠江三角洲特大城市水、健康和生活质量合作研究；嘉定特大城市交通系统研究；宁波未来中国特大城市模式研究；宁波未来特大城市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

第三节 德国思想库与智囊机构

一 德国思想库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注重实际被统称为思想工厂或科研成果集团的研究所起了特殊的作用。思想工厂是私人或政府资助的研究所，主要任务是对内容广泛的政治专题和规划进行科学的、通常是跨学科的调查和评论，以满足有关方面政治咨询的需要。现有的思想工厂的前身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美国和德国，当时是为了应对新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局势。以后，冷战、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70年代的环境和能源危机又“引发”了新一代思想工厂的问世。

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研究机构有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4）、布鲁金斯学会（1916）、外国关系会议（1920），英国的费边社（1984）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20），还有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1925）。“智囊集团”这个术语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它的意思是民间的和军界的专家在一个防窃听的地方制定入侵计划和研究军事策略。

到了60和70年代，这个原来是表示实用型研究机构的概念才被广泛用于安全政策以外的领域。要给思想工厂的特点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在过去要比今天容易一些。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智囊团在机构组织、工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上都参照了学术研究的标准，不过原则上要比高等院校更重视大学领域之外的服务对象。

不容置疑的是，德国的研究所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突变阶段。东西方冲突结束之后，外交、和平与安全政策的研究所不得不重新确定研究内容的方向和调整组织结构。

德国思想工厂将在政治和舆论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潜力相当大。咨询工作者的预测和解释在社会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治预言家”和“风波大夫”将决定大众舆论和决策者的行动方向和积极性。知名研究所、更灵活和实用性更强的国内新生机构、国际上的研究所以及商业性咨询公司之间争取听众、资金和思想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在德国，着眼于公众行为的思维也要在商业基础上付诸实践，这在技术、环境和社会等工作领域的连接点上，还有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领域上尤其如此。

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部门，还有像戴姆勒—克莱斯勒或德国电信等下属的技术和社会研究班子，也会挤进公共的思想市场。信息和咨询市场全球化时代，不仅有大型企业策略咨询，而且还有国外的思想工厂也都准备接受德国的任务。咨询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之间的配合尚需改善。思想工厂必须更多地进行自己的项目、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开展切合实际的研究，减少一些外接任务。

二 德国主要思想库简介

思想库的主要任务是向政界、社会提供思想和咨询，一般是指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国家或私人机构，主要处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或与政治有关的问题，提出辅助决策的科学研究成果，指出方向和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德国现在的思想库约有80～130个（全世界约有3000个左右，其中50%在北美，600家在欧洲）。从国际比较方面说，德国由国家资助的思想库所占比例比较高，但也有州出资的。从德国国内由国家资助的非大学研究所经费和人员角度看，阵营最强的思想库，其每年经费约合人民币1.5亿到2亿元。

德国较大型的学术类思想库包括：德国经济研究所（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基尔）、伊福研究所（I-FO，慕尼黑）、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埃森）、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汉堡）、经济研究所（哈勒）、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曼海姆）。外交、和平、安全政策类思想库有：科学和政治基金会、联邦东方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海外研究所、黑森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学院、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实用性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研究机构。德国大型思想库中只有少数几家是非国家资助的学术研究机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贝塔斯曼基金会、德国邮政股份公司的波恩就业前景研究所。此外，这类非国家资助的学术机构主要包括：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德国经济研究所、汉斯·伯克勒尔基金会、法兰克福研究所、奥斯特瓦尔德·内尔·布罗伊宁研究所等。

由于社会、经济、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政界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新纲领才能适应各类紧迫而复杂的挑战。因此，思想库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容广泛的政治专题和规划进行科学的、通常是跨学科的调查和评论。它不仅提供客观的分析，还为解决方案提供法律依据。德国现有许多类似于思想库的咨询服务性机构，部委、州长办公厅、政党总部设有政策研究部，联邦各部委经常听取“科学顾问小组”的咨询。另外，政府还经常为研究某一专门问题设立定期的专业委员会。德国著名思想库有下列八家。

1.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DGAP）

DGAP以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为先例，成立于1955年。最主要的出版物是《国际政治》杂志，不久前它还开始出版每年四期的英文海外版。在DGAP的经费中，近1/3来源于政府，其余大部分靠项目资助。DGAP研究所设在柏林，12名科学工作者在卡尔·凯泽教授的领导下工作。它想在首都柏林成为在外交事务领域与科学界和政治界进行对话的领导机构。研究所以项目为基础，开展对重要时事和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近期研究重点是俄罗斯、独联体和中东欧以及关于欧洲外交政策，关于美国在新世界政策中的作用和关于对全球化的反应等项目。

2.应用政策研究中心（CAP）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教授1995年在慕尼黑大学建立的这个中心以注重实际为原则，开展对欧洲及德国的研究，对观点以及未来问题的研究。应用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增加到70名左右。它的研究小组和项目把跨国界和跨学科的分析与政治实践的建议相结合。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有贝塔斯曼基金会（魏登费尔德是它的理事会成员）、欧洲委员会、赫希斯特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欧洲一体化专题是CAP的主要特长。

3.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DIW是德国所谓的“权威”经济研究所中最大的一所，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它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RWI）、哈勒经济研究所以及汉堡经济研究所一起，就经济形势提交春季和秋季鉴定书。德国经济研究所于1925年为研究经济形势而成立，它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此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它为经济形势预测提供数据。它也像在基尔和慕尼黑的兄弟研究所一样，经常在全国性报刊的经济栏目中发表文章。德国经济研究所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一起，自60年代以来坚持整体经济和宏观经济研究的大方向。它对于诸如专家委员会自70年代起开始实行的按需求转向的做法，嗤之以鼻。2004年上任的该所所长是克劳斯·F.齐默曼教授。

4.黑森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HSFK）

在马尔堡的大学生和科学家以及黑森州政府的倡议下，该基金会于1970年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它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黑森州。该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和平研究所，共有大约20名科学工作者。东西方冲突结束后，它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查找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原因，探索预防性处理的可能性，推动不诉诸军事武力解决冲突的步伐。该基金会的研究工作者调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西欧联盟以及欧盟在欧洲政治新秩序中的作用、世界经济的分配、东南欧的发展和国家组合，研究实行世界范围内军备监督的条件和裁军。有关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略研究使HSFK和它的领导人哈拉德·米勒名声大振。

5.德国海外问题研究所（DUI）

这家设在汉堡的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它的目的是观察和调查海外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德国海外问题研究所为此动用了下属的普通海外学学院以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方地区的研究所。德国海外问题研究所作为一个联合组织，共拥有40多位科学工作者。它是戈特弗里德·维康·莱布尼茨科学协会的机构，经费来源为联邦一半，联邦州一半。

6.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研究所）

以美国兰德学会（RAND）为先例的科学和政治基金会（SWP）成立于1965年，它的经费主要来自联邦预算，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第三者经营。克里斯托夫·贝拉特拉姆博士领导下的这个基金会有45名科学工作者（工作人员总数为120名），它是欧洲最大的实用型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机构。它在国际安全、外交政策、国际经济关系等重点专题领域开展注重实际的研究。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议会和政府工作。其他的重点还有扩建和保养国际专家网络。目前，该基金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阶段。2000年，它和科隆的联邦东方科学研究所完成了合并，而且这两个机构最终都迁址柏林。

7.乌珀塔尔气候、环境、能源研究所

该研究所成立于1991年，是北威州科学中心的一部分（该中心下属的还有格尔森基尔欣工作和技术研究所、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和杜塞尔多夫的总部），由所在联邦州资助。60名科学工作者在五个部门中（气候政策、物体流向和结构变化、能源、交通、新型福利模式）以有效利用能源的思想为主导，提出分析意见和纲领，提供注重解决方法的建议。担任领导的是社民党（SPD）联邦议员恩斯特·乌里希·冯·魏茨泽克。乌珀塔尔研究所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起到了先锋作用。1995年，它因“有发展前途的德国”这一调查报告而闻名。该调查报告的主要支持者是现在担任90联盟/绿党联邦议院党团环境政策发言人的莱茵哈特·勒斯克。

8.发展与和平研究所（INEF）

自1990年以来，INEF成为杜伊斯堡大学社会科学系的一个机构，也是以前由维利·勃兰特建立的发展与和平基金会（波恩）的科学分支。这两个机构联合出版《全球倾向》年鉴。研究所由弗朗茨·努舍勒教授和德克·梅斯纳博士领导，另外还有12名科学家。他们研究第三世界中发展与和平的关系，还研究安全、经济和环境的全球相互关联性问题的启蒙，同政界操作人士开展对话并指出行动方向。INEF的经费由北威州负担，除此之外还接受基金会、部委、国际组织和教会提供的第三者经费。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曾是INEF创建者的榜样。

第四节 大众传媒与文化艺术

一 文化联邦制

德国是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歌德是德国人，贝多芬和巴赫也是德国人，但是这个文化之国却没有真正的国家文化权限，由于联邦体制的原因，文化是各州的事务。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德国文化是16个联邦州主权的核心部分，各州都把自己视为德国文化联邦制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在文化方面，《基本法》只赋予联邦政府有限的管辖权，因此大多数的文化机构都由各州和城镇自行进行管理。这种各州独立的文化生活使得到处都有文化中心，甚至在一些较小的城市里也有国际级别的文化活动。跨州运作的德国文化委员会作为联邦文化协会的工作团体，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并把跨领域的问题带入文化政策的讨论之中。

究竟为什么德国的文化事务不能或不应该由国家从整体上来处理呢？表现德意志民族性的德国文化从19世纪后期威廉皇帝时代以来就受到了狂妄成性的质疑，纳粹主义的灾难最终导致了人们坚定不移地去寻找新的方向。德国若想重归国际社会，就必须避免任何一种过分的民族文化激情，这种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深入人心，致使德国告别了所有的国家文化政策。

但是，德国的文化机构要比其他大多数的国家更普及。文化联邦制也唤起了各个联邦州的抱负和雄心，文化政策是地方政策。巴登-符腾堡州公开以文化这个“地方软件”为自己做推介。对电影的资助也同样：在哪里制片，资金就由哪里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矿工、炼钢工人集中的鲁尔区从20世纪末以来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州。从1998年起，在柏林的联邦总理府里才有了一位文化国务部长。从那时起，德国开始把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事务重新理解为国家的任务。

重新组织了联邦电影促进会，并成立了联邦文化基金会。柏林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文化方面的吸铁石，目前它是独一无二的文化高度集中的园区，是各民族进行文化融合的地方，这里的博物馆反映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碑就像是一份用石头雕出来的成熟试卷，显示了德国这个文化国家对待其历史的态度，是新千年中成为必然的国家文化政策的有力证明。人们可以保持《基本法》中所规定的文化联邦制，因为它仍然是在整个德国广泛建立起来的、高水平文化生活的保证。

二 大众传媒

德国公众心中的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指新闻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等五类。它们在德国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重要性和影响很不相同。

1.新闻通讯社

新闻通讯社是收集和传播新闻的机构。为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一般通过记者、记者站和新闻通讯社三个途径来获得新闻。一个记者或记者站通常把新闻报道交给离他最近的通讯分社或设在柏林和所有在联邦各州的首府城市以及那些“容易产生新闻的地方”的办公室，再从那里传到通讯社中心编辑部；中心编辑部对上述新闻报道立即加工，如果认为比较重要的话，这条新闻报道就与通讯社的订户见面，被立即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或送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也许送到联邦政府的新闻信息局和各社团组成的新闻处，以及通讯社的全部订户手里。

德国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是德意志新闻社（DPA，简称德新社），于1949年由美英法三国占领军当局的三个通讯社（美占区的DANA，英占区的DPD和法占区的SUEDENA）组成的，是德国的国家通讯社，总部位于汉堡，使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发布新闻。现在的所有者是由一些出版商和广播电视机构组成的股份公司，其股东包含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介领域的200多家机构，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报纸出版社。股份公司可选出一个监督委员会来进行业务领导和总编辑。为了避免片面地代表某一方面的利益，不允许任何团体占有该社1.5%的股份；监督委员会由好几种不同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的代表组成；同时也禁止国家购买新闻社的股票。德新社不能长期片面地报道某一政党的优点或缺陷，它必须执行独立于政党的政策。德新社每天播发约6万字的基础服务，内容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和体育等各方面的新闻，其中1/3左右为政治新闻。几乎所有德国报纸都接收德新社播发的基础服务，其中1/3的日报靠德新社获得跨地区性的政治新闻，基础服务在日报中的采用率达99%以上。除报纸外，德国的大多数杂志，以及政府各部门、工会和大型企业也接收德新社的基础服务。德新社还通过电传、卫星和短波等各种渠道向外国播发基础服务。除此之外，德新社还把新闻分门别类为各种专业领域提供特别服务。

另外，德意志通讯社（AND）、德意志电讯社（DDP）、美国的美联社（AP）、英国的路透社（RTR）和法国的法新社（AFP），也在德国提供德文新闻稿。其中德意志通讯社是原民主德国的官方通讯社，1990年德国统一后，德意志通讯社与德新社联合失败，遂改为自筹资金的独立股份公司，影响力骤减。1992年5月，托管局将德意志通讯社出售给德意志电讯社最大的股东——明镜证券公司。德意志电讯社于1971年成立，总社在波恩，主要向国内报纸提供新闻稿，对外只用德文向瑞士、卢森堡发消息。除了上述大型通讯社外，在德国还有很多专门报道某些题材的小型通讯社，其中主要的有：福音新教新闻通讯社（EPD）、天主教通讯社（KNA）和联合经济通讯社等。

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局对于新闻通讯社和那些信息服务机构来说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信息源。新闻与信息局负责向联邦政府通报国外重要新闻；向大众传播媒介通报联邦政府的政策。它将内部新闻传到外部，又把外部新闻传到内部，起着内阁的“喉舌”和“耳目”的双重角色。联邦政府发言人是联邦新闻与信息局的负责人，直接受联邦总理的领导。他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除了与联邦政府首脑直接谈话外，就是参加内阁会议。此外，联邦各部的发言人都向联邦新闻与信息局提供他们的工作报告、表态发言、统计资料和各种图表以供参考。这位政府发言人，在柏林通常于每星期一、三、五与各联邦部的发言人一起出席联合记者招待会，即各新闻媒介派驻柏林的记者参加的聚会。他在新闻界面前要为政府辩解，而在政府面前要为新闻界说好话；这种双重身份往往使他处于两面都不讨好的尴尬境地。联邦新闻与信息局除了当面发布信息外，主要透过它的出版物《致新闻界》和《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局公报》向新闻媒介通报信息。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局公报主要公布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对重要时事和原则性问题的声明。

2.报纸、杂志

德国的报纸数量很多。据德国报纸出版协会统计，2004年出版的日报有369种，1620个地方版和地区版，由380个出版社和135家编辑部出版发行，总发行量约为2500万份，人均报纸拥有量占世界第四位，仅次于日、英和瑞士。

《图片报》每天印刷量为450万份，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在预订报中，《德国意志汇报》的发行量居于首位。发行量虽小，但是对政界和经济界领导层意见形成影响很大的是《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等跨地区的日报，以及有跨地区影响的报刊，如《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周报》、《每日镜报》和《商报》。其他的重要的舆论媒体是《时代》、《周报》、《莱茵信使》以及《德国星期日汇报》等周报。它们提供背景信息、分析和报道。还有如《星期日图片报》、《星期日世界报》、《星期日时事》以及《法兰克福汇报星期日版》等星期日出版的报纸予以补充。四种《柏林日报》每周出版7次。其他城市的几种日报的情况也是如此。众多的外国报纸为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提供特别的德国版。

德国杂志品种繁多，分布极广，迄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据德国著名大众传播媒介专家赫尔曼·麦恩估计，杂志总数可达2万种，每种平均发行量可能在2万份左右。据德国广告经济中心委员会1993年在波恩出版的《德国广告》统计，1992年审核过的杂志：大众杂志619种，发行量12100万份；专业杂志951种，发行量1670万份；顾客杂志36种，发行量2130万份；教会杂志38种，发行量240万份。

大众杂志主要有各种节目杂志、时事画报（如《明星》和《彩报》）以及妇女杂志，读者日益增多的还有所谓的“特殊兴趣”刊物，这些刊物选择如网球、帆船运动、电脑或娱乐电子器具等单项主题，针对一定的读者群。专业杂志向来都把向专业人员传递专业知识当成自己的任务，它们是对近50%的居民进行培训、进修的主要媒体。《医学诊所》、《政治培训资料》和《焊接与切割》等，是这类杂志中发行量较多的。教会杂志发行量也很大。天主教教会出版主管教区杂志、家庭杂志、星期日期刊、教会杂志、使命杂志、世界图片、新图片邮报等等；基督教会则利用教徒的来信和星期日报来关心其成员。顾客杂志主要是为产品和整个经济部门做广告，这类杂志十分繁多。大城市的某些报摊上还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杂志。

3.广播、电视

德国实行公营和私营广播电视“协调共存”的双轨体制。这一制度的基础是1986年联邦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确定的原则。该判决规定：公营广播电视负有“基本广播”的任务；而私营广播电视的任务是对观众和听众提供“补充广播”。在此基础上，联邦各州于1987年达成了改组广播电视事业的国家协议。两德统一之后，于1991年8月31日重新制定了《德国广播电视国家协议》，该协议于1992年1月1日生效。现在，德国有11个州广播电视台，1个联邦电台，以联邦各州签订的一项国家协议为基础的德国电视二台（ZDF），以及公营性组织的德国电台。最大的电视台是设在科隆的德国意志电视台，工作人员约4400人；最小的是勃兰登堡民主德国电视台和不来梅电台，职工分别为600人和650人。除德意志电视二台以外，德国所有非私营广播电视台都是全德联邦联合体——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的成员。联邦各州的电视台播出它们自己的节目，其中包括地方台在内的8家电视台、1套跨地区电视节目以及第三频道节目。该广播电视联盟所属各台联合举办“德国电视一台”节目。1991年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又增加了两家新台，一家是由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特州和图林根州联合开办的中德意志电视台，另一家是由波茨坦的勃兰登堡州议会开办的民主德国意志—勃兰登堡广播电视台。在柏林、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联合开办三州广播电视台的计划失败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决定与北德意志电视台进行合作。

德意志电视二台（ZDF）是1961年根据联邦国家协议设立的。在此之前，康拉德·阿登纳曾试图建立一家私人有限公司主办的德国电视台作为联邦政府电视台，但他的计划因被设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法院裁决违反宪法而告吹。德意志电视二台是欧洲最大的单一电视台，它采用中央营运形式，所有节目都从美因茨播出。1984年12月1日，该电视台开始与奥地利和瑞士电视台联合为有线电视台，播出一套卫星节目，即三国电视台的卫星三台。

德国还有两家国家广播电台执行特殊任务。其中之一是“德国之声”电台，该台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负责向海外听众综合介绍德国各方面的情况；1992年合并了原美占区电视台（RIAS TV）之后，也制作电视节目。另一家是德国电视台，它由德国无线电台、美占区广播电台（RIAS）和德意志文化电台合并而成，向全国播出两套无广告的信息节目和文艺节目。

1984年1月1日，路德维希实验工程落成，标志着德国的新闻媒介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出现了私营广播电视事业。私营媒介公司最初只能经营有线和卫星广播电视，后来逐渐被允许使用一部分传统的无线电波频道。德国现有两家主要的私营电视公司，一家是设在美因茨的卫星电视一台（SATI），另一家是设在科隆的卢森堡电视台（RTI）。这两家私营电视台的信息节目有“信息娱乐化”倾向，即把信息和娱乐混在一体播送。此外，还有一些影响较小的广播电视台，如卢森堡广播电视二台（RTL2）、福克斯电视台（VOX）、N-TV新闻频道、VIVA电视台、电信五台（TELE5）和第七套节目（PRO7）等等。

私营广播电台的发展比私营电视台更具有多样性。全国性私营广播电台主要有萨克森的FFN广播台、石-荷州广播台、巴伐利亚天线台、HUNDERT-6广播台（柏林）和汉堡广播电台等。在私营广播电台的发展过程中，私营广播电台有的已经超过了公共广播电台；但有一些地区性私营广播电台，如柏林的信息台、巴符州的哈尔广播台等，由于竞争力下降而不得不停止经营。私营广播电台播出的音乐节目比例太大，以致它们得到了“喇叭”的绰号。

三 文学与艺术

1.文学

德国文学似乎不像俄国、法国和英国文学那样为外国人所熟悉，但其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歌德的《浮士德》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相对于其他外国文学而言，德国文学犹如从灿若星河的世界文学宝藏底部透射出的一道幽远、冷峻的光辉，只有解析它、思考它，才能感受它、赞叹它。

主题先行——这是德国文学运动的一面大旗。德国文学大军从公元8世纪的古高地奔腾而来，至今已跨越1200年历史。它经历了宗教祷文、民间史诗、骑士之歌的一路演变，至16世纪因德国长期的封建政治分裂而放慢了脚步，直至启蒙运动时期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使德国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人，就是今天被尊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莱辛（1729～1781）。他长于文艺批评、美学论著和戏剧评论，也具有文艺创作天赋。他的戏剧作品与寓言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莱辛的剧本《爱米丽亚·迦洛蒂》等大大影响了18世纪70～80年代狂飙突进时代的青年作家。

歌德（1749～1832）是德国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功绩在于把德国文学从闭塞状态提高到世界水平。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表现了觉醒的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封建社会环境里的精神苦闷，小说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激烈反抗以及对个性解放、发展“天才”的强烈要求，喊出了当时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呼声。席勒（1759～1805）的创作生涯始于青年时期的四部戏剧，《强盗》是其代表作。1794年，歌德与席勒相遇，开辟了“以歌德和席勒的友谊为特征”的德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歌德也在席勒的促进下创作了他的毕生巨著《浮士德》；席勒则成为德国古典文学中仅次于歌德的第二座丰碑，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是历史剧《瓦伦斯坦》。

在德国古典文学时期后段，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展起来。浪漫主义在创作上的著名代表作之一是《格林童话》；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有霍夫曼的艺术表现手法。这种奇特的幻想手法、象征手法一直影响到果戈理和卡夫卡。浪漫的蓝色花朵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因此它只能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精彩的片段。德国文学必将随同世界的潮流，向批判现实主义发展。一位继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亲历了这一转变过程，并成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就是海涅（1797～1856）。海涅生活在一个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他早期的代表作《诗歌集》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然而，随着欧洲大地上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尤其是1843年认识马克思之后，他的创作离批判现实主义越来越近，逐渐达到其创作的顶峰。1845年后，海涅忍受病痛的折磨，创作了不少政治诗和政治杂文，成了早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文坛上出现了以霍普特曼（1862～1946）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和以亨利希·曼（1871～1950）及托马斯·曼（1875～1955）兄弟俩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托马斯·曼于1929年获诺贝尔奖，并培养了他的长子、后来的小说家克劳斯·曼（1906～1949）。此后，又一位获诺贝尔奖殊荣的赫尔曼·海塞（1877～1962）是20世纪德语文学中杰出的散文大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文学创作与其他的科学研究一样受到了极端的压制。直到二战后，德国文学试图重新开始，试图去描述关于战争和毁灭的令人震惊的、其实是虚无主义的经验，它常常是借助外国的样板或依靠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基督教的传统。例如沃尔夫冈·波歇尔特的剧本《大门之外》（1947）、海因利希·伯尔的短篇小说《列车正点》（1949）和阿尔诺·施密特《龙形怪兽》（1949）、保罗·策兰《罂粟和记忆》（1952）、贡特·艾希和彼得·胡歇尔的抒情诗就代表了这种倾向，即不是直接和现实地以政治内容作为主题，而是将德国的罪过和德国的失败通过宗教的或世界观的形态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们常常以被贬谪达12年之久的文学现代派作为起点。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学中，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将探讨最近历史的方式方法本身作为文学主题的流派。那些年里的许多作品中，对战后年代的“经济奇迹”的批判和努力清理历史联系起来；对迅速建设一个新的物质富裕的记载往往被解释为逃避对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海因利希·伯尔1972年获诺贝尔奖，其代表作是《与一位女士的合影》。最近30年杰出的作家中有博托·施特劳斯，他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马莲娜的姐妹》，1975；《年轻的男人》，1984）、剧本（《恐病患者》，1972；《公园》，1983）和小品文（《双双对对，过路人》，1981；《居住、黎明、谎言》，1994）试图通过借用神秘主义的景象，将深不可测的瞬间的当代捕捉进语言和舞台的场景之中。

21世纪初，开展文学辩论的往往是那些在1990年前属于“老”联邦共和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对叙述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兴趣。它以美国的雷蒙德·卡弗为首。朱迪思·赫尔曼则被视为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是来自“关系之州”柏林的青年一代的偶像。托马斯·布鲁西斯和英戈·舒尔策描写了东部的生活历程和前民主德国的工作生活。当杜尔斯·格林贝因将科学和艺术与神话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英年早逝的抒情诗人托马斯·克林却创作了一种可以接受当今受流行歌曲、广告和电视影响所形成的行话的独立诗体。2001“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文学家来说也是重大的事件，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当代德国文学除了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之外，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伯恩哈德·施林克和克里斯塔·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在儿童和青少年文学方面，米歇埃尔·恩德和科内利亚·冯克的作品在世界上也相当成功。

德意志民族素来有喜爱抽象思维的特性，这个国家因此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音乐家。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也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现实生活的层次上，他们更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来驾驭他们的作品，从而使德国文学具有浓厚的哲理与思辨色彩。

2.电影与戏剧

尽管德国还不像法国那样是一个电影大国，但国产片的票房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出现了一些明星，他们吸引着观众进入影院：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拉、弗兰卡·泊坦特、尤莉亚·延齐、丹尼尔·布吕尔、莫里茨·布莱布特罗伊和蒂尔·施魏格尔等。2003年德国电影学院成立，反映了电影行业自信心的提高。该电影学院参照美国电影学院的做法，现在每年也颁发德国的奥斯卡奖，即洛拉奖。但是德国电影工作者只有从好莱坞开始他们的事业才能在世界上取得成功，比如像导演罗兰德·埃梅里希（《独立日》的导演）、沃尔夫冈·佩特森（《船》和《特洛伊》的导演），或者像摄影师米歇埃尔·巴尔豪斯那样。近些年来，德国电影开始了一个腾飞阶段：托姆·提克沃的充满实验性乐趣的喜剧《洛拉快跑》（1998）把德国电影界从冬眠中唤醒，引起世界瞩目；卡洛丽娜·林克导演的《情陷非洲》获得2002年奥斯卡金奖；悲喜剧《再见，列宁！》（沃尔夫冈·贝克，2003）在几乎70个国家里放映获得了成功；法蒂·阿京的《勇往直前》在200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尤莉亚·彦茨凭以《索菲·朔尔》荣获2005年德国电影奖。

德国政府促进电影事业的核心就是颁发德国电影奖，早在1951年就开始为对国家电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颁奖。2005年，一位从1980年起就生活在柏林的瑞士导演达尼·莱武执导的影片《一切都是甜蜜的》获得了6个不同的奖项。在德国众多的电影奖项中，不得不特别提到自1951年以来每年2月举行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继戛纳电影节之后，柏林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二大电影节，也是德国电影的“窗口”。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周围，在两周的时间内，艺术、魅力、聚会和商务紧紧联系在一起。每年大约有40万电影观众和16500名专业观众如电影明星、电影制片商、电影发行商、买家、出资者和新闻记者等来到此地。每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高潮是国际评委颁发电影节的主要奖项“金银熊奖”。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都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世界或欧洲首映式，并以此谋求获得奖项。除了竞赛以外，柏林国际电影节还举办儿童电影节、德国电影论坛和国际青少年电影论坛，另外还有电影回顾展以及表达敬意的仪式，用来表彰某一伟大的电影界著名人士用毕生的精力完成的优秀作品。每年总共大约要放映350部影片。为举办这些昂贵的庆典活动，总共要花费1000万欧元，联邦承担其中2/3的费用，剩余部分则来自于入场券和赞助的收入。从2003年起，组委会每年从世界各地邀请大约500名电影界的后起之秀来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人才园地活动，在这里他们可以互相切磋技艺，交流思想。

德国戏剧在国外的声誉往往是喧闹而又自我陶醉。但就是这种戏剧，在它的背后是一种令全球感到惊叹的体制。就连一些德国小城镇除了话剧之外也有歌剧院和芭蕾舞剧团，这一切构成了一道具有特色的戏剧风景线：大约有180家公立剧院和190家私人剧院，这使德国成为著名的戏剧之国。最著名的剧院有汉堡的塔利亚剧院、柏林歌舞剧院和慕尼黑的室内剧场。国家剧院、城市剧院、流动剧团和私人剧团构成了一张稠密的剧院网络。还有在1968年大学生运动会后形成的自由剧团，这已成为至今仍有人对戏剧怀有经久不衰激情的象征。剧院的经费基本上由各州和地方承担，联邦参与的范围很小。地方为剧院和乐团支出的费用占公共开支的绝大部分，约为63%。国家每年用于资助剧院和乐团的费用总计22亿欧元，这个数额相当于联邦、各州和乡镇全部支出的0.2%以上。德国的剧院雇用职工6万人左右，间接地确保了许多受剧院委托进行工作的企业的工作岗位。

德国戏剧院被视为世界上最喜闻乐见的实验性剧院之一，特别是在舞剧院中，德国剧院就是标准。皮娜·鲍什属于现代舞剧方面最伟大的中心人物之一，被视为当代最著名的芭蕾舞舞蹈动作设计者。除了她之外，在卡尔斯鲁厄出生并在柏林大剧院担任导演的舞蹈家和芭蕾舞舞蹈动作设计大师萨莎·瓦尔茨，也同属舞剧场景中的国际明星之列。每年大约有10万场剧院演出和音乐会，其中包括300多场首次演出，各个年龄组的观众和听众有3500万人左右。除了有固定剧院的导演外，今天出现了年轻一代，他们以新的主意、标新立异的执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越来越多的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女士，例如卡琳·拜尔、蒂尔查·布隆肯和阿梅丽·尼迈尔。

3.音乐

德国作为音乐之国的名声总是靠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亨德尔和理查德·施特劳斯来支撑的。来自全世界的爱好音乐的大学生很希望进入德国的音乐学院进行深造。音乐爱好者们参加艺术节，从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歌剧节到多瑙厄申根的当代音乐节。目前，在德国有80家受国家资助的音乐剧院，名列前茅的是汉堡、柏林、德累斯顿、慕尼黑、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等剧院。在竞争每年颁发的“年度歌剧院评论奖”中，斯图加特2005年表现得最为成功。由英国明星指挥家西蒙·拉特尔爵士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被视为德国大约140家乐团中的最佳乐队，其他名列前茅的乐团包括丹尼尔·巴伦勃姆领导的柏林国家小乐队、赫伯特·布洛姆斯德特领导的莱比锡音乐厅管弦乐队、约纳坦·诺特领导的班贝克交响乐团和克里斯蒂安·迪勒曼领导的慕尼黑交响乐团。法兰克福现代大剧院是当代音乐制作的主要发动机，它每年创作约70部新作品，其中20部为首次上演作品。

除了著名指挥家库尔特·马苏尔或克里斯托夫·埃申巴赫之外，在比较年轻的指挥家中间，英戈·梅茨马赫和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特别出名。在表演家中，女高音歌唱家瓦尔特劳特·迈耶尔、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克瓦斯托夫和单簧管女演奏家扎比内·迈耶尔属于世界的顶尖人物。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在古典音乐爱好者中赢得了大量的听众。

电子音乐的先驱卡尔海因兹·施托克豪森和他的传统主义的立场对立者即歌剧作曲家汉斯·韦尔纳·亨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同为当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今天，它在风格上呈现出一派广阔的领域：海纳·戈培尔把音乐同戏剧联系在一起，赫尔穆特·拉亨曼把乐器演奏的各种表达方法提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沃尔夫冈·里姆的例子表明：把音乐发展到较大的可理解的程度看来是可以实现的。在丰富多彩的音乐的另一方面，像赫尔伯特·格鲁讷迈耶尔和乌多·林登贝格这样的流行歌手多年来在演唱德国歌曲方面一直表现得相当成功，像朋克摇滚乐队“死裤子”和Hip-Hop演唱小组“奇妙四人组”也相当成功。

在过去的几年里，像克萨韦尔·奈多（《曼海姆家的儿子们》）这些艺术家还成功地以美国黑人灵歌和说唱的艺术风格为榜样。柏林乐队“我们是英雄”的成功，掀起了年轻的德国乐队的新浪潮。曼海姆流行音乐学院的成立，表明了德国欲把流行音乐推向国际并使其具有竞争能力的愿望。

4.其他艺术与艺术节

德国的绘画和摄影艺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国外，崭新的德国绘画奇迹在“年轻的德国艺术家”称号下名气十足。这些艺术家来自莱比锡、柏林或德累斯顿。纳奥·劳赫是“新莱比锡流派”最知名的代表，该流派的艺术风格特点是新现实主义，它远离意识形态，是从前民主德国艺术的旧“莱比锡流派”发展而来的。这些绘画大多数表现的是一些脸色稍带苍白的人们，他们好像在等待着某种不确定的东西，这反映了在新世纪开始时德国的现状。还有所谓的“德累斯顿流行音乐”，其中有托马斯·赛比茨，他利用广告、电视美学和影像美学，来表现一种即时自我认同的美学。

对于大多数青年艺术家来说，像汉斯·哈克、安塞尔姆·基弗尔和约瑟夫·博伊斯的作品那样，专门以纳粹主义为表现主题已成为过去，在艺术界更多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内心世界”相互碰撞的经验世界：约纳坦·梅泽和安德烈·布策尔的作品反映了忧郁症和强迫症现象，他们被看做是“神经现实主义”的代表；弗兰茨·阿克尔曼通过其“精神地图”，把世界命名为全球村，指出对立面背后的灾难；迪诺·塞格哈尔的艺术仅存在于表演的瞬间，不允许记录，他正在寻求市场经济之外的制作和传播方式。

从每隔五年在卡塞尔举行的历史纪实文献展这个世界上引领潮流的当代艺术展可以看出，德国人对艺术所表现出的兴趣。与造型艺术相反，私人创办新博物馆的繁荣景象凸显了它的重要意义，德国的摄影艺术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获得世人承认而不懈奋斗着。卡塔丽娜·希弗尔丁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的先驱，她在自己的自画像中测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界线。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摄影家贝尔恩德和希拉·贝歇尔夫妇的三位学生于9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突破：托马斯·施特鲁特、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和托马斯·鲁夫在自己的相片里采用双重底片造就了一种高光亮度实物，在风格上自成一体，这一巨大的格调造型使他们在国际上被誉为“施特鲁夫斯基”。

除了上述每五年一次的卡塞尔历史纪实文献展外，德国艺术展还包括科隆艺术展和法兰克福艺术展。前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博览会，也是德国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后者被视为年轻的、先锋派的欧洲艺术论坛。

四 图书出版

德国出版社众多，据《德国书业企业名录》的统计，德国的各类出版机构已达14114家，当然这其中有不少由于规模太小可以忽略不计。另据德国书业协会的统计，年贸易额在1.3亿欧元以上的出版社大约有2000多家。这些出版社主要分布在一些大中城市，其中慕尼黑、柏林、汉堡、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拥有的出版社数目排在前列。德国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逾7万种，其中社科图书占51%，科技图书占11%，小说、儿童读物及其他普及性图书约占38%。在世界上，它是仅次于美国、俄国和中国的第四大出版国。

德国的出版业源远流长，其间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但同样有不少老牌的出版社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活跃在这个领域，贝塔斯曼集团就是德国出版界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世界第三大媒体公司贝塔斯曼集团坐落在尼特斯洛这个仅有9.2万人口的小山城，成为德国乃至世界出版业中的一个重镇。贝塔斯曼集团犹如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下辖图书出版、期刊、娱乐、工业四大子公司，四大子公司下又有300多个小子公司，遍布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其经营范围已远远超出出版图书、报纸和杂志的范畴，扩张到电影、电视、教育等诸多领域。其经营战略则是在保持与发展核心业务（即出版业务）的前提下，积极拓展新业务，并通过兼并使自身走向集团化、国际化和多样化。

施普林格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出版社之一，除了设在柏林和海德堡的总部外，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都设有分社，数目众多的代理办事处形成了它在世界各地的发行网络。它的作者都是各专业有国际声望的专家，其中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该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1700多种，发行书目有1.7万多种。60%～65%用英文出版，还有大约280种学术杂志传播最新的科研成果和信息。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技术工程人员或医务人员没有读过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施普林格出版社虽自称是世界主要的数学书出版社，但医学依然是其主要出版图书的门类，占总营业额的40%以上，生物学和地理学占13%，数学占11%，工程学占9%。此外，它还出版一些经济乃至哲学类图书。

在德国和整个德语地区的图书市场上，尤其是儿童读物以及游戏用具上，雷文斯堡格商标常常会跃入人们的眼帘。就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乃至科威特、日本和中国台湾市场上，也会经常出现具有这种商标的图书和游戏用具。拥有这一著名商标的便是德国奥托·迈尔出版社。它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在德国和整个德语地区的图书市场上雄居榜首，其所生产的游戏用具（体育器械、棋类等）在德国和全欧洲也独占鳌头。

此外，在德国出版领域还有以出版德语词典而闻名于世的杜登出版社。杜登出版社的创始人康拉德·杜登1880年主持编纂的第一本《杜登词典》出版。全书收词条2.8万条，以后再版了20次，词条增至11.5万条。杜登出版社还出版语音、语法、图解词典等。

汉堡有中小出版社近200家，可算是德国图书出版中心之一。这些出版社规模不大，却各有特色。例如，豪夫曼与卡姆佩出版社成立于1781年，以出版海涅及其他德国19世纪名作家的著作而驰名，其出版图书类别除小说外，还包括美术、教育、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每年出版新书仅七八十种。再如，察贝·赞得曼出版社是德国最有影响的烹调书出版社，该社1985年出版的《烹调——获得成功的新方法》德文版销售了14万册，连同销往国外的英文、法文版图书，总销量为36万册。此后该社陆续推出了“获得成功的新方法”系列烹调丛书。

除汉堡外，柏林也以其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出版社聚集于此，仅西柏林便有180多家出版社，并且大多为小规模的专业出版社。如1978年成立的弗勒里希与考夫曼公司出版发行美术类图书和画册；1895年成立的卡尔·拉霍尔德出版社则专出残疾人护理方面的书和技术杂志；1614年成立的豪德与施彭内舍出版社则专出介绍柏林的书。

德国图书出版业得以迅猛发展，除了时代赋予的机遇外，还与德国政府给予图书出版业一系列优惠政策密切相关。德国政府历来重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重视图书出版的社会文化价值，为此实行了图书出版业增值税减半的政策。国家对一般商品征收14%的增值税，对图书、期刊、报纸只征收7%的增值税，对音像制品征收14%的增值税。为鼓励图书进出口贸易，德国政府对出口图书、期刊一律免征增值税，对进口图书、期刊征收7%的增值税，对进口音像制品征收3%～5.4%的进口税。

五 图书馆、博物馆与世界文化遗产

1.图书馆

德国的国家图书馆由三所中心图书馆构成，即德意志图书馆（法兰克福）、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柏林）和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1946年12月，德国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建立了德意志图书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图书馆只有在1969年以后才能算是国家图书馆。德意志图书馆主要收藏德国境内的各类出版物（包括德语文献和其他语种的文献）、德语国家自1945年以来出版的各类出版物、德语出版物的各类外文译本、非德语国家的德文资料以及与德国有关的外文资料。德意志图书馆从性质上说是参考馆，其图书一般不外借。它早在1966年就编制了《德国书目》的基础目录和累积目录，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计算机编制全国书目的国家图书馆。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的前身是普鲁士国家图书馆，1962年改名为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该馆藏书的重点是人文科学和法学，其中在古代东方问题资料（包括中国问题、日本问题、朝鲜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外国报纸和国际组织的出版物的收藏方面，不仅在德国是首屈一指，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非常有名的。

在德国，尚有其他州图书馆藏具有“国家”图书馆的职能，特别是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该馆的特色是收藏有一大批对人类文化史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珍贵古版书和手稿，其中有拉丁语手稿1.9万件、东方手稿1.85万册。在德国的藏书计划中，该馆主要负责中世纪拉丁语和罗曼语系文献，拜占庭和希腊资料以及斯拉夫、波罗的海、巴尔干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资料。

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图书馆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国家图书馆的两项基本职能（收藏国家出版物的缴送样本和编制国家书目），而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和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立图书馆则承担了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加上上述三个图书馆在藏书方面各有特色（德意志图书馆重点收藏德语出版物，而且着重收藏二战以后的文献；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则着重人文科学，并不受语言的限制；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发挥历史悠久和具有地方性的特点，着重收集古代资料和古版图书），在职能方面互有分工（德意志图书馆是全国的书目中心，负责编辑“国家书目”，并积极参与国家情报系统的建设，发展自动化和国际互联网服务。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和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则是地区互借中心，前者负责全国期刊目录，后者负责全国古版图书目录），而且它们都曾是德国最大的图书馆，各有悠久的传统，互相不能取代，因此德国国家图书馆的职能是由这三个图书馆共同承担的。

德国的大学图书馆在德国图书情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古籍收藏十分丰富。与德国大学以学术性闻名一样，德国的大学图书馆也收藏大量的学位论文和专利报告。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是德国所有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两所，它们的藏书量都超过300万册。藏书超过200万册的有海德堡大学、图宾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弗赖堡大学、埃朗根大学等大学图书馆。

德国的公共图书馆最早可以追溯到7、8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文艺复兴时期提供公众使用的私人图书馆和城市图书馆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真正前身，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则出现在二战之后。现在，德国各州的公共图书馆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模式，按照全国大多数州的做法，德国的公共图书馆分为州图书馆、城镇图书馆和乡村图书馆。此外，德国的公共图书馆还包括各地设立的专门图书馆（如针对不同人群的青年图书馆、老年图书馆、盲人图书馆等）和专业图书馆。德国最著名的专业图书馆有4所，即科隆的中央医学图书馆、汉诺威技术情报图书馆、基尔中央经济科学图书馆和波恩中央农业图书馆。

2.博物馆

与图书馆一样，博物馆在德国也日渐成为人们一个重要的休闲场所。人们在这里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操，紧张的身心也可以在这里获得放松和解脱。据不完全统计，德国各类博物馆已达3000多座，其中包括各地教区的、教堂的、官邸的、城堡的、宫殿的和露天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从所属上看，有国立的、州立的、市立的、协会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从种类上看，有历史文化、名人故居、艺术珍宝、人类学、民俗学和科学技术等；从藏品上看，大的有从天而降的陨石、古代船舶、近现代飞机，小的有各个历史时期的钱币、形形色色的鸟蛋及各种各样的梳妆用品等。

在德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是那些综合性的专门博物馆。由于这些博物馆与国内的同类博物馆基本相似，所以这里仅分类列举其中一些重要的博物馆的名称。比如艺术类博物馆有：柏林的普鲁士文化财产国立博物馆，波恩的德国艺术展览馆，德累斯顿的古代与当代大师绘画美术馆，埃森的福尔克旺博物馆，法兰克福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汉堡的艺术博物馆，莱比锡的造型艺术博物馆，累根斯堡的东德意志博物馆。文化史博物馆有：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波恩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莱茵州立博物馆，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纽伦堡的国立日耳曼博物馆，维尔茨堡的美因法兰克博物馆。自然科学与技术博物馆包括：波鸿的矿山博物馆，不伦瑞克的国立自然史博物馆，不来梅的航海博物馆，多特蒙德的生物学博物馆，法兰克福的自然博物馆，曼海姆的技术与劳动博物馆，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另外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科隆、慕尼黑等城市都设有人类学博物馆。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柏林的帕加马博物馆和科隆的东方艺术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的大多数文物都是世界殖民地时期德国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得的。前者位于柏林一个被称作“博物馆之岛”的地方，这里集中了包括阿尔戴丝现代艺术博物馆、努埃丝埃及古代文物博物馆、波多古代和中世纪艺术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帕加马博物馆等一批在世界上都屈指可数的著名博物馆。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珍藏着大量的东方艺术珍品，仅中国的文物就达3000多件，其中包括仰韶时期的彩色陶罐、齐家文化的马鞍形双耳罐、殷墟的甲骨文、商代的青铜钺、西周的铜鼎铜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宋元明清的各种瓷器、明清时期的字画以及其他文物。特别是商代的青铜钺形体硕大，纹饰精美；西周的铜壶造型优美，饰纹奇特；宋代的莲花瓷罐和明代书有“内府”二字的瓷罐均为国内罕见。

德国的各类特色博物馆种类繁多。在德国北部的不来梅市有一座货币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人类历史上使用过的各种质材的货币，其中包括石币、骨币、纸币及各种金属货币共5000多种。在古城亚琛有一座有名的报纸博物馆，它收藏的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报纸有12.5万多种。裱糊墙壁用的壁纸博物馆可以说是独出心裁了，它位于德国西部小城卡塞尔，创建于1976年，这里收藏着1万多种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壁纸。梳妆博物馆设在黑森州的达姆斯达塔市，馆中陈列各种各样的镜子、颈饰、梳子、发夹及各种烫发工具等原件。此外，知名的特色博物馆还包括纽伦堡的玩具博物馆、缪恩斯特山谷的蜜蜂博物馆、乌尔姆市的面包博物馆、巴符州的扫帚博物馆、卡苏尔姆镇的自行车博物馆、德累斯顿的陨石博物馆、耶纳市的光学博物馆、波恩附近的间谍器材博物馆、慕尼黑附近的皮特化埃特的小提琴博物馆、德国北部吉恩爱霍夫郊区的风车博物馆和拉温的村庄博物馆。

德意志民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人才辈出，德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重视历史的德国人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建立了故居博物馆。歌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巨匠，德国为他设立的故居博物馆就有三处，分别是他的故乡法兰克福、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德国南部的魏玛古城的国王宫殿花园和弗罗文勃朗大街。同在魏玛古城的还有席勒的故居博物馆，“乐圣”贝多芬的故居博物馆位于波恩，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位于其故乡特里尔城的北城门布吕克尔大街10号，而恩格斯故居博物馆则在德国西部的伍佩塔尔市。

3.德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截至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德国32处古迹。按列入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亚琛大教堂（1978）

施贝耶尔大教堂（1981）

维尔茨堡官邸（1981）

“威斯”朝圣教堂（上巴伐利亚的斯坦噶登，1983）

奥古斯都堡宫殿与猎鹰宫（科隆附近的布吕尔，1984）

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和米歇尔教堂（1985）

特里尔的罗马建筑群、大教堂和圣母教堂（1986）

汉萨城市吕贝克（1987）

波茨坦无忧宫与柏林的宫殿和公园（1990）

（天主教）本笃会罗什修道院（1991）

拉迈尔斯堡广场和戈斯拉尔古城（1992）

巴贝格老城（1993）

毛尔布朗修道院（卡尔斯鲁厄附近，1993）

奎德林堡老城（东哈尔茨，1994）

弗尔克林根炼铁厂（萨尔州，1994）

麦塞尔化石遗址（达姆斯塔特附近，1995）

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式建筑物（1996）

科隆大教堂（1996）

艾斯雷本和维腾堡的路德纪念馆（萨克森—安哈特）（1996）

古典魏玛（1998）

爱森纳赫的瓦尔特堡（图林根，1999）

柏林博物馆岛（1999）

德绍—沃里茨的园林（2000）

博登湖中的莱辛瑙修道院岛（2000）

艾森工业区、矿井、税收联盟（2001）

施特拉松特和维斯玛的老城（2002）

莱茵河中上游河谷的文化风貌（2002）

不来梅市的市政厅和罗兰城（2004）

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2004）

穆斯考尔公园（德、波兰交界处，2004）

罗马界墙（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和莱茵兰-法耳茨州交界处，长达550公里，号称“德国长城”，2005）

累根斯堡古城（2006）

第五节 卫生、体育与国民生活

一 卫生体系与概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一个广泛的、以社会为后盾的卫生事业。关心健康首先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任务。所有公民无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如何，都应有保持和恢复健康的同等机会。德国的卫生事业是建立在多元和自治的基础上的分散式结构体系。

德国属于国际上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各类医院、诊所和医疗设施齐全，保证了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事业领域的工作岗位超过400万，是德国最大的就业部门之一。2004年德国约有职业医生299000名，近一半医生自由开业行医，其他的医生在医院、行政部门或研究单位工作。除了2030多所综合性医院（788家公共医院、823家公益性医院和419家私人医院）和总共将近534000张病床外，还有233家其他类型的医院（例如纯粹的日间或夜间医院）。2004年，大约1490个预防或康复机构中约有病床204015张。2003年德国男性公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为76岁，女性则有望达到81岁，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德国几乎所有居民都参加了法定（88%）或私人（近12%）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机构承担医疗、药品、住院和预防等方面的费用。医疗保险费由雇员与雇主共同承担，双方各负担50%；法定保险投保人的无业亲属无需缴纳保险费。

德国总共有11.1%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还高出2.5个百分点。由于在目前卫生事业改革过程中引入所谓《医疗支出抑制法》，德国人均医疗支出是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增长最少的：1998～2003年间，每年实际开销增长3.8%，而经合组织的平均值是4.5%。尽管如此，仍有改革的需要，以便使医疗支出的发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因此，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正争取对卫生事业进行原则上的结构性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医疗保险体制，使它在未来更为稳固。它的方案有两个：“互助卫生津贴”（基民盟和基社盟）和“公民保险”（社民党），执政各党迄今对此各有构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协调一致。2006年7月，两党就改革框架达成协议，出台了《医疗改革要点》。德国联邦卫生部根据《医疗改革要点》起草了医疗改革的法律草案，目前正等待议会立法。

二 体育

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世界第三体育强国，早在统一之前，东、西德在世界体坛上就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72年第20届奥运会上，民主德国所获奖牌数为世界第三位，联邦德国为第四位；1976年第21届奥运会上，民主德国所获金牌为世界第二，奖牌数仍居世界第三，联邦德国的奖牌数仍为世界第四；1980、1984年的两届奥运会由于美国、苏联及其盟国的分别抵制，成绩虽不能反映整个世界的运动水平，但民主德国在1980年成为获奖牌数第二名的国家，联邦德国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成为获奖牌数第二名的国家；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民主德国又一次成为获奖牌数第二名的国家，联邦德国名列世界第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参加奥运会，所获奖牌数为第三位。

体育在德国是一种十分受人喜爱的业余活动。人们对体育活动的爱好不仅在电视体育转播的屏幕上被表露出来，而且还表现在积极参加德国体育联合会下的87000多个协会中。几乎每4个公民中就有1人是一个体育协会的成员。除了近2700万余会员外，不参加体育协会而从事体育活动的还有1200万人。

德国体育运动的最高组织是德国体育联合会（DSB），它由16个州体育联合会和许多专业联合会组成。在这些联合会中义务参加工作的大约有260万人，作为训练指导、教练、助理或理事。德国西部州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性体育和尖端体育机构网络。例如，供体育爱好者使用的体育场及学校运动场约有55000处，此外还有将近35000个体育馆和体操馆以及7000多个室内和露天游泳池。德国东部各州尚需补充群众性体育设施，并考虑整顿现有的设备，那里几十年来只是片面地发展竞技体育。

在德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当然要数足球。德国足球联合会（DFB）拥有630多万名会员，是德国会员人数最多的体育联合会。业余足球协会数以千计。专业甲级足球联赛是吸引观众的磁铁，比赛期间，每周有成千上万的观众被吸引到体育场去。每一次世界性或欧洲地区的足球比赛，人们或者亲赴比赛场地，或者聚集在电视机前为德国足球队加油呐喊，一向温文尔雅的德国人也常常会失去控制。如果翻开二战以后德国足球队的比赛成绩，也许就会理解德国人为什么如此激动。自1930年足球世界杯锦标赛开赛以来，共举行过16届比赛，德国参加了14届，其中有3次夺得世界冠军，3次进入冠亚军决赛，两次获得第3名，一次获得第4名。另外，德国队还4次获得欧洲杯冠军，两次获得亚军，13次获得欧洲大奖。1993年国际足联授予德国足球队为“93世界金球队”的称号。2006年6月9日至7月9日，德国出色地举办了第18届世界杯足球赛。德国足球在世界上取得的荣誉决不次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公认的体育强国（即在夏季奥运会上获得奖牌最多的几个国家如前苏联或现在的独联体、美国、德国、中国）中，德国的足球水平更是无与伦比。

提到德国足球，人们自然会想起贝肯鲍尔、马特乌斯、克林斯曼、沃勒尔、萨默尔等人，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德国足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贝肯鲍尔素有“足球皇帝”、“恺撒大帝”之称，1974年他以队长身份为德国捧回了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奖杯，1990年他又以教练身份率德国国家足球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力挫群雄，再次为德国夺得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冠军。他作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组委会主席，为德国世界杯赛的成功申办和举行作出了重大贡献。马特乌斯是1990年德国足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时的队长，他经验丰富、头脑冷静，球技出众，是协调三线的中场大脑。作为全场的统帅，他不仅能通观全局，而且常常在关键时刻为德国队争得一分。克林斯曼从20岁开始参加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他的英姿曾出现在欧洲所有最高水平的顶级联赛赛场上。克林斯曼在球场上是一位疯狂的杀手，他善于以快速起动和个人突破获得进球的机会，无论是在德国队，还是在国际米兰队，他与马特乌斯的配合都可谓天衣无缝。克林斯曼作为德国足球队的前任主教练，顶住巨大压力，大胆启用年轻球员，2006年在本土举行世界杯赛上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此外，沃勒尔人称“锋线尖刀”、“绿茵场上的超级杀手”，萨默尔人称“足球场上的清道夫”等都是世界级著名球星。

在德国除了足球外，深受群众喜爱的运动还有许多，特别是网球、游泳、马术、室内赛车、高尔夫、冰球、篮球等，而且越来越普及。

三 国民生活

1.生活水平

德国属于工业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再加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物质生活水平很高。2004年，德国国民收入16164亿欧元，人均19585欧元。工人月均工资收入约为2500欧元，职员为3400欧元。德国也以物价稳定而著称，2004年通货膨胀率为1.62%。自德国统一以来，通过每年对东部地区近8000万欧元的投资，东部居民收入也大幅提高，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300欧元，尽管这只有全德国人均收入的83%，但比1991年已经翻了一番。东部工人的月均工资是西部工人月均工资的85%，为2130欧元。近年来，德国居民的储蓄率大致保持在9%～11%之间。

2003年，每100个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字如下：轿车102.0辆，移动电话114.2部，录像机81.4台，卫星接收器38.9部，有线电视接口54.5个，电脑84.9台，固定电话120.5部，电视机145.5部，冰箱115.3台。2002年，德国共有住房3793.1万套（所），人均居住面积42平方米。2001年共有医院2240所，病床55.27万张，平均每千人有病床6.7张；共有医生29.8万人，平均每千人有医生3.6人。

2.住房

在德国，许多家庭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在西部各州，有43%的家庭实现了这个梦想。而在东部各州，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拥有私房的家庭比例也已达到了31%。总体而言，德国人均住房面积从1993年的29.5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42平方米，房屋设施良好：95%的房屋有浴室和厕所，83%有集中供暖。租房者的房租支出（不包括水电暖费用）占家庭税后收入的1/4。

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因此，在德国凡收入不足以租赁适当住房的公民，在法律上都有权得到住房补贴。根据申请，住房补贴作为对租金的补贴或对房产费用的补贴支付。但补贴到一定的收入界限为止。对同时领取社会救济、收入特别低的家庭另有特殊规定。

1998年底，在德国大约有295万个家庭得到住房补贴。房贴的开支由联邦和州各负担一半，1999年约为70亿马克。从1991年1月开始，德国东部各州也支付住房补贴，考虑到这些州的特殊条件，补贴的数额标准比西部各州的住房补贴更为优惠。总的来说，住房补贴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福利措施。当前正在进行的首次全德住房补贴补充修改，拟增加房贴金额约9亿欧元。考虑到上次房贴补充修改以后曾出现过租金与收入双双提高的情况，住房补贴将继续增加。

3.生活方式

德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231人。慕尼黑每平方公里生活着4000多人，在柏林为3800人，而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却只有75人。德国城市化程度高，88%的人生活在城市和工业中心。约有2900万即占总人口35%多的人生活在居民人数不超过2万人的小城市；30%的人居住在居民人数超过10万的大城市，德国共有82个此类城市。

家庭依然是人们首要的、优先的社会细胞，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之一。它作为生活中心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是得到了加强而并非遭到削弱。对于近90%的人口来说，家庭生活排在他们优先关注的地位，就是年轻人对此也备受推崇。在12～26岁的年轻人中，有70%认为，人有了家庭才会幸福。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对家庭以及家庭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在传统的市民家庭中，一对缔结永久婚约的夫妇以严格的角色划分抚养多个子女：父亲作为就业者负担家庭生活，母亲是家庭主妇。这种“赡养者模式”还依然存在（例如在社会底层、在移民当中）；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特别是当子女尚年幼的时候。但是，它已不再是当今德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

共同生活的形式现在已变得相当多样化，但是大多数人（近6800万人）现在仍生活在有多名成员组成的家庭中，其中有4300万人是生活在父母与子女组成的共同家庭中，而这当中有近2100万人是子女。近2300万人与配偶单独生活，但没有子女。另有近1400多万人独居，在大城市中，1/4居民独居，小城市和乡村的独居者占1/7。人们在各种家庭形式之间进行选择，这与女性作用的改变不无关系：如今约有60%的母亲是职业妇女，家庭变小了，独生子女家庭比有3个或者更多子女的家庭显得更多一些，两个子女的家庭最为典型，已婚或者独身没有子女的情况日益增多。德国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65年出生的女性中将近每3个就有1个至今尚无子女，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生1.4个孩子。

德国人不仅是生活方式，而且其基本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伴侣的忠诚仍旧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不过，长期专注于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标准有所松动，而对于伴侣关系质量的要求却提高了。这是前几年缔结婚姻关系的人约有40%解除婚约的原因之一，他们通常会再次结婚或结成伴侣关系。近年来，结婚的绝对数下降：1950年每千人中有10.7对，1960年下降为9.4对，1970年为7.3对，1975年为6.3对，现在只有4.7对。目前在大城市中，25～45岁的单身者占42%；这种人在柏林占42.9%。在萨尔州25岁以下的青年人中，单身者占69.9%。离婚率较高，东部几乎每两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离婚。官方估计同性恋的同居者有5.3万～14.8万对。非婚的生活共同体也明显增多，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或是刚刚经历了失败的婚姻。由于“无证婚姻”很受欢迎，因此非婚生子女的数量随之上升：在西部德国有1/5的儿童属非婚生子女，在东部德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都是非婚生的。这一变迁的后果之一是过继家庭和独立抚养子女者增多；在所有有子女的生活共同体中，有1/5都是单亲家庭。在150多万单亲家庭中，超过90%的情况都是由母亲抚养，她们当中许多人都没有就业，或者只从事部分时间工作，其原因通常是缺少照看儿童的机构，使得她们难以就业。

家庭内部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间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通常都非常好，其特征不再是顺从、隶属和依附，而更多是参与决定和平等、支持、关照和独立性教育。在极少数情况下，三代人组成的家庭还会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类家庭中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以及祖父母和孙辈之间感情深厚。

4.男女平等

《基本法》所要求的女性平等权利在德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教育领域，女孩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男孩。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文理中学中，女孩占毕业生的57%；大学新生中女性约占54%。2004年顺利通过毕业考试的培训生中为44%的年轻女性。

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职业，在西部德国目前有65%的女性就业，东部德国为73%。男性通常都从事全职工作，而女性、尤其是那些子女尚年幼的女性经常从事部分时间工作。在工资和薪酬方面依旧存在性别差异：比如女工的工资只有男性同事的74%，女职员的收入只有71%。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女性通常在收入较差的岗位上工作。女性在德国“顶级领导”职位任职约占21%，每三个领导人中有一个是女性。在新联邦州，女性领导者的比例明显地多一些。那里，足足有42%的领导者是女性，顶级职位也有29%由女性承担。西部这一比例分别是32%和20%。得以承担领导职务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机会最多的是在服务业，有53%的领导是女性，而建筑业的领导者中只有14%是女性。即便是她们如今越来越多地进入职业世界的顶级岗位，但还会碰到较多的事业障碍。因此，尽管大学生中有近半数是女性，但大学里只有1/3的女科研人员，教授中只有14%是女性。

职业升迁的主要障碍在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家务分工变化不大。在75%～90%的家庭中，传统家务劳动的核心部分，即洗衣、擦地、做饭等，都是由女性完成的。虽然80%的父亲都愿意与子女度过更多时间，但女性即便是职业女性在照管子女方面投入的时间是配偶的两倍。56%希望要孩子的男性虽然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在孩子出生后的休假期在家照看孩子，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父亲不到5%。

女性目前已经跻身政界。在社民党和基民盟这两大政党中，分别有近1/3和1/4的成员是女性。值得一提的是，联邦议院中的女性比例也有所提高：1980年女性只占议会议员的8%，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近32%。同年，安格拉·默克尔成为联邦政府首位女总理。

5.青少年

除了作用日趋重要的同龄人群体之外，年轻人心中最关心的团体就是家庭。以前，从未有这么多青少年像现在这样在父母家里待这么长的时间：18～21岁青少年当中，81%的男孩和71%的女孩与父母同住。几乎所有12～29岁的青少年都表示与父母的关系很好，充满信任。呆在家庭里的时间趋长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受教育的水平明显上升。在同龄青少年中，约60%在中学之后开始接受某一种国家认可的工种职业培训，他们不是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就是在职业专业学校接受中职教育。另有37%的同龄人就读于高等院校，只有约10%的人没有接受完职业教育就辍学。社会弱势阶层和移民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在受教育方面的问题较多。

与以前几代年轻人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讲究实际了，他们不仅与父母一辈关系良好，而且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20世纪80年代消极悲观的抗议和淡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已让位于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积极乐观的实用主义。如今的年青一代注重成功，乐于付出，他们的生活信念可以概括为“追求事业而非遁世出局”。

与通常情况一样，在传统的左派右派模式中，年轻人总是定位在整个民众偏左的位置上，他们极少信奉极端的政治立场；同时非常愿意参与社会活动。德国年轻人非常活跃，所有14～24岁的青少年当中，有37%的人参加社会义务活动。他们尤其致力于体育、业余活动和社交活动，活跃在学校、文化、教会以及救护领域。在有些领域，青少年积极分子的比例非常之高，以至于这些领域没有青少年参加就难以为继。例如在体育方面，半数的青少年参加了协会。1/4的人活跃在大型社会组织中，特别是教会里。所有青少年中约有3/4的人致力于维护社会福利与生态利益，而对政治、政党和工会的兴趣逐渐减退，12～25岁的人当中只有30%还表现出政治兴趣。

6.老年人

在德国，总人口中14%的人小于15岁，19%的人超过65岁，大约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超过60岁的老人，德国社会成为继日本和意大利之后世界上老年人比例第三高的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长期以来保持低水平，期望寿命持续延长，2004年男性平均寿命76岁，女性为81岁。老年人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老年人不仅比他们的先辈更高龄，也更健康、体力更充沛、更活跃。如今，绝大多数老年人虽然独居在家，但大多生活在子女附近，与之保持频繁的联系。此外，他们还几乎每周都与朋友聚会，平均每月两次去餐馆用餐。除了几乎每天看电视（新闻）、听收音机（古典音乐）、读报之外，最受老年人欢迎的业余活动是运动，他们平均每个月运动5次。这样，小于75岁或80岁的“年轻的老人”大部分身体也比较健康，可以继续过着目标明确的独立生活，积极安排自己的空余时间。

老一代人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得到保障：1957年的养老金改革逐渐使退休人员完全参与享受社会福利。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60岁以上的人拥有整个购买力的近1/3。如今他们甚至有能力支持子女建设自己的家庭。老年贫困现象虽尚未完全根治，但是老年人的贫困风险低于其他年龄组。德国东部的退休人员现状也很好，他们属于两德统一的获益人群。他们当中许多人如今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改善。他们眼下的收入接近东部居民的平均水平，对收入的满意度明显高于60岁以下的东部居民。

7.关爱家庭

在德国，家庭促进政策的作用日渐重要，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为了使人们更多地生育后代，计划从2007年起引进与收入挂钩的、由税收筹资的父母补贴费，以取代迄今执行的子女教育费，即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父母中由于抚养子女而暂时中止职业的一方可以获得最近一次净收入的67%，最多可以拿到1800欧元。不过，只有父亲一方待在家里至少2个月，才会在整个时段里获得这笔钱。这样，父亲对法定“父母抚养期”的利用更加理直气壮。

同时，应当继续扩展对幼儿的托管。目前，每个儿童从3周岁开始直到入学前都有权要求进幼儿园。不过，今后还应当进一步改善全日制托管：计划到2010年以前，为3岁以下的儿童新增23万个托儿所的名额。这一举措旨在使年轻的父母们更易于将职业和家庭结合起来。

所有18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拿到每月154欧元的子女抚养费（从第4个孩子开始每月为179欧元）。在“子女抚养期”将劳动岗位保留1～3年也是一项支持年轻父母的有力措施。此外，年轻父母有权获得在本企业内的部分工作时间的劳动岗位，只要该企业内部不存在与之相抵触的特殊情况。

8.市民的社会活动

在德国，公民自愿参加公益的、非营利性的社会活动具有悠久的传统。市场的社会活动发生在福利、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形式多样、想象丰富的特点，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近34%的德国人投身于义务性的社会活动，自愿并无偿地为公众服务。此外还有许多公民在工作和家务之余参加联合会、协会、社会项目、公众倡议和团体，他们在这些机构中并不担任固定职务。

市民社会活动包括市民在联合会、协会、教堂、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组织、志愿者代表处、（基督教会办的）招待所、自救团体、邻里倡议、物品交换社团、市民倡议、非政府组织、公民投票中的活动，还包括在政党、工会、基金会和公益性企业中的工作。此外还参与公共职能中的社会政治性活动，如任陪审员、助选人、父母顾问、志愿消防员、技术救助及救援队员。

市民社会活动最古老的组织是基金会。谁参加基金会，当然也捐出时间，但大多数是捐金钱，因为公益捐赠金钱非常重要。出于慈善和公益目的的捐赠也属于市民的社会活动。德国捐赠所估计，每年的捐赠数额约为50亿欧元，多年来这个数字保持不变。1/4的捐赠流向社会福利领域，15%流向宗教信仰团体、灾难救援和环保组织。在德国，基金会管理医院、养老院、博物馆和其他设施。它发起和承办项目，颁发奖金、奖学金，举办会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德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基金会，即市民基金会，由人们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筹措基金，这样的基金会目前已有近37个。

9.假期与工作时间

德国人的假日特别多，粗算起来，德国人一般全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休息日。首先，他们普遍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按每年52个星期算下来，就有104天休息。此外，德国职工每年还有带薪休假30～40天，大多数人都利用这个假期一次或分几次外出度假。再加上法定节假日，如元旦、“五一”劳动节、德国统一日和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降灵节等宗教节日，加在一起就超过100天。此外，还有各地方的传统节日，如汉堡的港口节，德国中、南部地区狂欢节等。

在德国，放假日连商店都不开门，只是每月的第一个周六由原来的半天营业延长为全天营业，称为“长星期六”，而其他3个周六都是下午不营业。星期日是决不营业的。直到1992年底，才推出一个“长星期四”制度，商店在周四把停止营业时间由晚6时延至晚8时。

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就业者从事部分时间工作，并已成为趋势。2004年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数只有720万人，如今已经占到非独立性从业人员的23%。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中的85%的人从事此类工作。这样，男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女性则不到31小时。

10.请客与送礼

德国人邀请客人的方式，经常是事先用书信或电话通知被邀请人，并约定宴请的日期、地点和时间，然后才正式发出请帖，以示重视。家宴大多在晚上举行，时间多为晚八点，可真正吃饭时已是晚八点半或晚九点了。

家宴由女主人唱主角，也可以说，她是这次家宴的实际导演兼主持人。整个晚上的活动如何进行全靠她的安排，从房间和餐桌的布置、菜肴的选配、座位的安排乃至宴前宴后的小节目无不渗透着女主人的心计。亲切、舒适、又合乎礼仪是德国人家宴的普遍特点。宴会期间，女主人来回穿梭于宾客之间，逐个频频交谈，千方百计地不冷落任何一位宾客，其用心之细令人难忘。

家宴座位的排列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情况下，主人夫妇面对面地坐在桌子的两头，主宾夫妇分别坐在男女主人的右边，宾客以右为尊，其他客人均男女适当搭配坐在桌子两侧。宴席一般只有三道菜，即先上冷盘、二上汤、三上主菜（或鱼、或牛羊肉、或鸭、或野味；一般情况下，鸡和猪肉较少上宴桌），最后吃一道甜食或水果。由于菜是一道一道地上，边吃边谈，所以吃一顿饭的时间很长。开始吃喝时，德国主人总说：“祝您胃口好”，客人以“祝您胃口好”作答。

一般宴会和招待会上饮酒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在入席之前，在前厅或酒吧喝“开胃酒”，这大多是低酒精饮料或非酒精饮料，例如果酒、味美思、露酒、橘汁、番茄汁等。“开胃酒”一般每人只喝一杯，然后把杯放回招待员的托盘里或附近的桌子上，而不把它带到餐桌上去。入席以后，就要饮佐餐饮料，一般是葡萄酒、啤酒或非酒精饮料，德国人在宴会中间是不喝烈性酒的。葡萄酒有红白两种，喝哪一种根据主菜而定的。一般原则是：主菜为猪肉、鸡鸭类时饮白葡萄酒；而主菜为牛、羊肉和野味时则饮红葡萄酒；较丰盛的宴会有两道主菜时还可两种酒都上。甜食或水果是宴会的最后一道食品，之后在餐桌或客厅请客人喝咖啡或喝茶。这时要给客人上第三道酒，这是宴会上唯一喝烈性酒的机会，大多是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或其他名酒。宴会的规格越高，酒的品种也越多。

出席家宴是不可不携带礼物的。德国人送礼主要是表达心意，不必贵重，或一瓶酒，或一本书，或一盒糖果，或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纪念品。礼物虽不贵重，但包装却都十分讲究，花纸丝带是比较普遍的外包装。德国人收到礼物后，习惯当面打开包装表示感谢，有时还要夸奖一番，说声：“礼品真好，我非常喜欢。”送礼时，送得最多的要算一束鲜花了，客人一进门先献上一束鲜花，会给主人带来会心的欢愉。主人，一般是女主人接过鲜花后，就会立即找来一个花瓶，把鲜花插进花瓶，摆在房间中显眼的地方。

11.德国美食

德国人是世界上最喜爱吃猪肉及猪肉制品的民族。由于偏爱猪肉，大部分有名的德国菜都是猪肉制品。在方便肉食品中，德国人最喜欢的是红肠、香肠以及火腿。典型的德国菜就是酸白菜叶上铺满各式香肠和火腿。德国人的年夜饭也多以猪肉为主。据说，德国人认为猪是“幸福”的象征。在蔬菜中，德国人最爱吃圆白菜，尤其是紫叶的卷心白菜。从味道上讲，德国人喜爱酸、甜食品，不喜辣味。德国人的主食以黑麦、小麦和土豆为主，黑面包是大多数德国人喜欢吃的主食。德国是世界上很少的几个不爱吃鱼的民族。

德国人早餐一般吃面包加黄油、果酱或蜂蜜，有时也吃些香肠和奶酪；饮料有咖啡、牛奶和红茶，有时也喝果汁。午餐时，德国人一般在单位或在外边的饭店、餐馆就餐，而且多以快餐或自助餐为主。晚餐是德国人的正餐，一般在晚上的7～8时开饭，主要有猪排、牛排，也有海鲜或家禽，此外还必须有热汤和一些小甜食。德国人一般不喝白开水，而以喝矿泉水、果汗和啤酒为主。另外生菜沙拉和水果似乎是德国人每顿饭都不可缺少的东西。自助餐据说是德国人的发明，宾馆、饭店早上一般都是自助餐。

德国没有统一的“德国菜”，但有许多地方特色的菜肴，如基尔的西鲱鱼、巴伐利亚的甜芥白香肠和柏林的酸菜炖猪肘。现在，德国饮食也受到许多新的影响，变得愈来愈多样化，更注意健康、不油腻，且有创意。德国越来越像一个“世界口味中心”，德国人是整个欧洲最国际化的食客。一家民意测验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德国人喜欢去外国风味餐厅就餐，主要是去意大利、中国和希腊餐馆。另外一个趋势是健康饮食。2004年，德国约有35亿欧元投入到生态食品上，对生态食品的等级标准划分非常严格：食品不可以施用化学植物保护剂，不可以采用转基因技术，只能采用正确的动物饲养方法等。大城市里到处都有生态超市，其中销售的近3万种产品盖有国家的生态农产品印章，超市把“享受与责任、生活方式与良知”这些对于德国人日益重要的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2004年生态超市的销售额得以明显增长，高达11%。

12.啤酒、葡萄酒

德国啤酒被欧洲议会认定为“传统食品”，这一称号只有极少数食品可以获得。这一称号的获得要感谢著名的《啤酒酿制法》，就是只允许以特定的、也就是自然的添加成分制作啤酒，所以时至今日，啤酒花、麦芽、水和酵母仍然是所有德国啤酒的基本成分。除了大型酿酒厂，具有地区传统的小型酿酒厂在啤酒爱好者的心中也有固定的位置。德国成年人中80%的人喜欢喝啤酒，可供他们选择的啤酒多达5000种，由1270家酿酒厂酿造，真是一项世界纪录。

德国的葡萄酒出产于以下葡萄种植区，它们分别是阿尔、巴登、法兰肯、黑森山区、莱茵河中游、摩泽-萨尔-鲁威尔、纳厄、普法尔茨、莱茵高地、莱茵黑森、萨勒-温斯图特和符腾堡。65000家葡萄种植企业分散于这些地区，种植各具地区特色的葡萄。德国的葡萄种植区除了萨克森和萨勒-温斯图特位于东部外，其他都集中于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种植的葡萄品种近140种，但是较受市场欢迎的只有20多个品种，其中主要是白葡萄品种雷司令和穆勒-图尔高。德国出产的葡萄酒中，白葡萄酒占65%，剩余35%为红葡萄酒。在总量为9亿升的年产量中，约1/4出口到国外，主要出口到美国、英国、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

新千年以来，德国的雷司令葡萄酒经历了一场复兴，这场复兴是国际性的。它已成为许多顶级饭店的标准之一。仅仅美国进口雷司令酒在过去4年中增长了100%。凭借它的轻质口感和烈性，雷司令赢得了世界葡萄酒行家对于“德国葡萄酒奇迹”的狂热追捧。它的品质要归功于德国的葡萄种植地属于世界葡萄种植地的最北面，较长的生长期和较少的日照使德国葡萄酒酒精含量不是很高。不同的土质和诸如穆勒-图尔高及西尔瓦那之类的葡萄种植地，都使人感觉到德国葡萄酒的品种多样。德国新一代的葡萄种植者也为这一成功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德国的主要葡萄种植区内主要考虑的是葡萄的质量，而不是它的产量。

13.中国人到德国旅游

（1）证件、飞机、火车

外国人入境需持有效旅行护照或护照替代证件，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公民只需持有效身份证即可。儿童必须在父母护照中注明或持自己的儿童证件。

中国公民入境则需向德国驻华使、领馆申请德国签证。一旦获得德国签证以及附加所谓的ADS签证（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签证），就可以到所有《申根条约》国家，即比利时、丹麦、德国、芬兰、法国、希腊、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奥地利、葡萄牙、瑞典、西班牙等15个国家去旅游。详细信息可向德国驻华使、领馆咨询。德国使馆电话：0086-10-85329000。

10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线到达德国。德国有18个国际机场通过全球航线网络与世界上800多个旅行目的地相连，最大的航空港位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慕尼黑和杜塞尔多夫，所有机场的交通都非常便利。

德国拥有遍布全国的铁路网，铁路总长达35000公里。长途和短途交通互相配合，衔接方便。每天有60多趟列车从德国开往欧洲各邻国。周末火车票较便宜，但人多拥挤。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热线：电话号码：+49（1805）996633。

（2）邮局

德国的邮政标志色为黄色。1997年实现民营化被称为Deutsche Post AG。邮局在一般邮递业务和出售包裹纸箱之外，还加上出售一些文具用品。另外，在购物中心和百货店也都有营业柜台。邮局的一般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每天8：00～18：00（12：00～14：00有的地方有午休），周六为8：00～12：00。周日、节日休息。大城市的车站邮局营业到很晚。邮票除了在邮局还可以在Tabak和Kiosk买到。信函可投入黄色信筒。

航空信上要注明Luftpost，快信上注明Eilpost。

（3）厕所

德语厕所是“Toilette”，一般通用称WC。在饭店和餐馆中写着“00”的就是厕所。女性是Damen或Frauen，男性是Herren或Männer。也有用打头的文字D和H来表示的。公共厕所不多，着急的时候可去快餐馆或咖啡厅附设厕所。百货店或餐馆大多有厕所，有服务人员管理时，要给小费。

（4）商店、银行营业时间

商店的营业时间，一般是周一至周五的9：00～20：00，周六到16：00，但也有的商店还使用以前的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或18：30，周六到12：00或14：00，所以各个商店都不一样。节假日商店都关门，但大城市的机场、火车站、特殊地点以及个别城市的特殊规定例外。从1999年开始，北部、东部的一部分州在节日或有特殊活动时，周日、节日也营业。

银行的通常营业时间，自周一到周五为每天8：30～13：00、14：30～16：00，周四下午到18：30。周六、日、节日（元旦12月31日至1月1日、圣诞节12月24～26日）休息。

（5）时差

德国与中国的时差为7小时。中国的中午为德国的清晨5时，晚7个小时左右。当地时间的下午1时在中国是晚上8时。另外，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之间采用夏时制，要将时钟往前拨1小时，这期间与中国的时差变为6小时。

（6）电话

在德国打电话主要有公共场所的IC卡电话机。公用电话亭以粉红色及灰色为标记，其中带有大写的T字，使用方便，可以投掷硬币或者使用IC卡。电话卡可以在报亭、邮局买到，但是这样打电话花费较高。比较便宜的有土耳其人开的话吧，在那里购买亚洲电话卡，拨通卡号（类似于在中国国内的长途电话IP卡），每分钟收费还不到人民币三角。另外，在德国手机通话是单向收费，如果你要拨通德国的手机，费用也比较高。

由中国向德国打国际长途电话，号码为：00+49（德国）+地区号码（前面的0号不需要拨）+电话号码。如从中国向德国柏林打电话：拨00-49-30-123456。

在德国境内打跨区长途电话：0+地区号码+电话号码。如打去柏林则拨030+电话号；若在同一地区打电话，直拨号码即可。

由德国向中国内地打电话，拨00+86+地区号码+电话号码；

向中国香港打电话，拨00+86+地区号码+电话号码

向中国澳门打电话，拨00+853+电话号码

向中国台湾打电话，拨00+886+地区号码+电话号码

德国的紧急电话：

急救电话：112

匪警：110

火警：112

德国列车时刻查询台：0800/1 50 70 90

人工咨询台：01805/194 195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信息服务台：（0）180-5 8384267

汽车故障求助电话（ADAC）：0180 2222222

中国驻德国使馆：Tel：0049-30-27588555

Fax：0049-30-27588221


第七章 外交

第一节 德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克服了国家分裂，实现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全统一，而今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常国家”，成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这中间，纵横捭阖的外交政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粗略勾勒德国外交的历史进程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一 阿登纳的向西方“一边倒”政策

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败亡后，德国被分成四个占领区分别由美、苏、英、法4个盟国占领，接着又在美苏对峙和冷战中被裂成两个德国，即美英法三国占领的西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苏联占领的东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出任第一届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联邦德国的险恶处境、阿登纳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看法以及他本人的政治经历，决定了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走向。阿登纳认为，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最强大的国家，联邦德国是美国战后对德政策的产物；欧洲的未来在于西欧联合；德法和解是西欧联合的基础和核心；美国是西欧联合的根本依托；德国问题的解决在于西欧联合、在于“找到一种具有生命力、能持久起作用、并能使我们的西方邻国放心和获得合理的持久安全感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
 
[1]

 。阿登纳的这些认识及其政策构想完全符合西方国家的口味，特别适应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
 
[2]

 于是，阿登纳明确而坚定地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阿登纳推行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起初是以争取恢复联邦德国主权开始的。联邦德国成立的前夕，美英法三国在1949年5月12日正式批准《基本法》的同一天公布了《占领法规》。该法规规定，美英法三国占领军当局成立“盟国高级专员公署”，在联邦德国行使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它还规定：联邦德国不得设立外交部，不能同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联邦德国的对外事务由高级专员代表，不得缔结国际条约，不得建立军队，不得设立国防部，等等。另外，在此之前，美英法盟国为了铲除德国军事潜力和削弱其经济竞争力，正在大规模拆除德国工业设备。面对这种情况，以阿登纳为总理的第一届联邦政府认识到重新赢得主权、赢得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宰权，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迫切任务。为此，阿登纳政府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一步一步地争取主权的恢复。第一，阻止盟国拆除工业设备计划的实施。联邦德国一成立，阿登纳便宣布，联邦政府外交的“首要目标是取消拆除设备计划，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3]

 。阿登纳向西方盟国提出停止实施拆除计划作为接受鲁尔法规的交换条件，同时要求将拆除计划同战争赔偿问题联系起来。由于联邦政府的积极交涉，美英法占领当局从整个西方利益出发，后来对拆除计划越来越宽容，以致拆除的大多是因缺乏原料、动力和配件的工厂和陈旧的设备，有生产能力的设施几乎未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联邦德国经济的复兴保存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签订《彼得斯贝格议定书》。1949年11月17日，联邦政府就有关主权和要求西方盟国放宽限制等问题同美、英、法等占领国会谈。经过积极而又艰难的交涉，联邦德国政府于同年11月24日，同美、英、法三国高级专员签订了《彼得斯贝格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联邦德国参加鲁尔专署和欧洲委员会；西方占领国放宽对德国经济的限制；给予联邦德国作为主权国家同外国建立领事馆、参加国际组织、缔结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条约等权利。正如阿登纳后来所指出的，协议书签订之后，联邦德国“自决权范围就大大地扩展了”。第三，修改占领法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急需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看到重新武装对联邦德国的政治前途和国际地位有深远影响，于是，对美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做了积极反应，表示愿意向美国人提供一支武装部队来加强西方防务体系，并要求“在德国人民提供任何牺牲”的同时，必须“享有同等的自由”，其具体要求就是取消占领法规。经过1950年9月美英法三国纽约外交部长会议上的讨价还价，美英法三国1951年3月对占领法规做了修改，主要内容有：把日常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移交给联邦德国，授权联邦政府组建外交部，联邦政府可以直接同外国谈判、建交，并在外国设立领事馆；进一步放宽对德国经济的限制等。《占领法规》虽然尚未取消，但联邦德国在恢复主权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一步。第四，巴黎协定和联邦德国主权的恢复。阿登纳坚持以取消《占领法规》作为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的先决条件。经过多次谈判，1952年5月，联邦德国与美英法三国政府签订了《波恩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取消占领法规，赋予联邦德国以主权；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后，其军队的指挥与编制同其他国家平等。但是，条约的批准遇到了障碍。1954年夏，法国国民议会对该条约的否决使欧洲防务集团的成立化为泡影。然而美英等国并没有放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目的，英国向美法等国建议讨论联邦德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集团问题，美国当然赞同，关键在法国。于是，阿登纳同法国商谈萨尔归属问题，试图以此解决僵持中的法德关系。经过多次谈判，联邦德国做出了重大让步，以致联邦德国同法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萨尔问题的原则协定，这不仅促进了波恩与巴黎之间的良好合作，而且为《巴黎协定》的签订扫清了重大障碍。1954年10月23日，联邦德国与美英法三国在巴黎会议上签订了包括《波恩条约》在内的《巴黎协定》，联邦德国被接纳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巴黎协定》宣告废除《占领法规》，结束占领状态。从此，联邦德国完全恢复内政和外交主权，加入了西方防务体系，成为西方阵营中平等的一员。至此，联邦德国争取恢复主权的斗争告一段落，阿登纳的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

阿登纳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于德法关系能否和解，并且以此为基础和核心，推进西欧联合。二战后，鲁尔法规和萨尔归属问题严重地阻碍着德法和解。联邦德国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法国的谅解与合作。为此，阿登纳政府主动发出要求和解的信号，表示要以德法关系作为自己政策的一个“基点”。于是，当法国外长舒曼1950年5月9日提出以建立德法煤钢联营为核心内容的“舒曼计划”的当天，阿登纳就做出了积极回应。后来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德、法、意、比、荷、卢6国政府于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确定联营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煤钢单一市场。煤钢联营的建立导致鲁尔法规的取消，恢复了联邦德国对鲁尔区的主权，促进了德法和解；但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西欧一体化。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以及欧洲联盟都发端于欧洲煤钢联营。

《巴黎协定》签订时只对萨尔归属问题作了暂时性解决。1955年10日，萨尔人民举行公民投票，以多数票决定了萨尔重新回归德国，萨尔问题最终获得解决，德法两国重新划定了边界。这样，德法之间初步形成了政治上互信、经济上合作的局面。1958年6月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执政后，德法出于各自的目的和需要，双边合作进一步深化，在1962年1月22日德法两国签订了著名的《巴黎友好条约》。至此，德法关系从经济合作发展到政治、外交合作，并给西欧带来重大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在发展同其他西欧国家关系的同时，开始争取对美国的“平等伙伴关系”。阿登纳明确表示，不允许永远保持一成不变的完全依靠美国保护的状况。为此，联邦德国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向美国展开了三方面的外交活动：一是利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力量反对美国对其经济上的控制；二是要求改组北约组织并争取分享核武器的权利；三是要求在东西方的斗争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随着联邦德国实力的增强，它开始改变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态度，在德美关系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

现实地处理联邦德国同苏联的关系，是联邦德国生存和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基于多方面的考虑，阿登纳政府决定接受苏联政府发出的访苏邀请。1955年9月8日，阿登纳率领联邦德国代表团开始访问苏联。德苏双方围绕释放9626名德国战俘和重新统一德国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和交涉。9月13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在两国建交后一周开始释放被拘留的德国战俘。但是双方在重新统一德国以及德波边界等重大问题上保留了各自的观点。

联邦德国同苏联建交后，莫斯科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大使馆，因而使联邦德国苦守的“单独代表要求”面临尴尬。直至1955年12月“哈尔斯坦主义”出台才算找到了新的理论。但当东欧国家纷纷希望同联邦德国建交而不能如愿以及第三次柏林危机爆发时，阿登纳僵硬的外交政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1963年阿登纳下台，他的后继者艾哈德和基辛格虽然对阿登纳的僵硬外交政策做了些调整，但只具过渡性质，真正使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发生转折的是维利·勃兰特总理。

二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他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出了战略性转变。勃兰特政府在西方政策上保持了战后历届联邦政府的连续性，即立足大西洋联盟，维持欧洲力量均衡和促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勃兰特对他的三位前任实行的外交政策所做的历史性转折在于，对他们的僵硬东方政策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通过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一系列条约，逐渐打破了联邦德国同东方国家关系中的敌对僵持局面，扩大了联邦德国外交活动空间，提高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勃兰特东方政策的内容和实质与前几届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有着很大不同，所以被称为“新东方政策”。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在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逐渐由“冷战”转向“缓和”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60年代末，美苏两大国的各自实力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苏联的实力相对上升，原来美攻苏守的基本战略态势开始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调整它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美国在对苏关系上提出了“以谈判代替对抗”，对西欧关系则强调“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和欧洲范围的对外战略开始实行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特别是苏联明确地把欧洲作为它的战略重点，在兵力和核武器的部署方面把欧洲放在首位。但是，苏联也非常重视在欧洲推行“缓和政策”，1969年9月华沙条约组织布达佩斯会议上，苏共领导人提出了一整套实现“欧洲缓和”的主张。总之，以美苏两大国扮演主角的东西方缓和进程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强烈愿望，寻求利用东西方“缓和”的有利环境，依靠本国的经济实力，通过推行一种积极的更多的出自本国利益考虑的“新东方政策”，促进“缓和”进程，以获得对东方外交的自主权，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发挥联邦德国的重要作用。于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应运而生。

新东方政策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酝酿和完善过程。长期以来，社民党就要求联邦政府在东西方对峙已经造成德国分裂这一事实的情况下，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通过加强与东欧国家、特别是与民主德国的联系来阻止这种分裂的加剧，为将来德国问题的解决创造新的环境。随着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社民党的这一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形成了完整的政策思想。第一个提出新东方政策指导思想的人是勃兰特。勃兰特认为“历史是运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联邦德国只有积极主动去参加这个变化过程，才能打开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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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0月，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明确提出：“我们需要建立尽可能多的真正的接触和有意义的联系”，“这样一种办法可以使对方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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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7月，勃兰特的亲密助手和顾问埃贡·巴尔在图青新教神学院所做的报告中，第一次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勃兰特和他自己关于新东方政策的理论和政策构想，他指出：“今天已经明确的问题是，重新统一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即可以通过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在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召开一次历史性会议就可以完成，而是一个具有很多步骤和很多站的过程。”他还指出，必须探寻一种可行性政策，“这种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以接近求演变”。1966年当时担任社民党副主席的施密特要求联邦政府利用已经出现的国际缓和，通过与东方国家的缓和行动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并且指出，这种缓和首先是以承认战后边界现状、承认民主德国为前提和代价的。1966年和1968年，勃兰特在社民党代表大会上两次重申了这一政策构想，主张以两个德国共处为原则，在边界上做出让步，用条约形式妥善解决战后遗留的问题。至此，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已经成熟，他在1969年10月就任联邦总理后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中明确地概括了“新东方政策”的基本精神，指出今后联邦政府东方政策的任务是：“通过把德国两部分关系从目前的不自然状态中解脱出来，维护民族的一体化。”为此，联邦德国需要取得“苏联和东欧人民的谅解”，并准备为取得这一谅解“作出真心诚意的努力”。

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与苏联、波兰签订条约。联邦德国与苏联的谈判于1970年7月拉开序幕，8月12日在莫斯科正式签署《联邦德国与苏联互不侵犯条约》（也称《莫斯科条约》）。条约的实质内容是双方关于放弃使用武力声明的第1条和承认现状保证的第2条。第2条对苏联尤为重要，该条款的内容包括：双方保证尊重欧洲所有国家在其现存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双方声明现在和将来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双方确认现在和将来欧洲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具有不可侵犯性。从这些条款中可以看出，勃兰特政府表现了诚意、做出了让步。《莫斯科条约》为联邦德国以后同东欧国家的谈判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联邦德国开展较为独立的东方外交提供了可能。接着，联邦德国便于1970年12月7日与波兰签订了《联邦德国和波兰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联邦德国正式承认奥得河为波兰西部边界，并表明了与波兰和解的真诚愿望。上述两个条约加上以后两年中联邦德国同其他东欧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后来被统称为“东方条约”。

第二步是推动美、苏、英、法四国签订四大国柏林协定。如果说“东方条约”是勃兰特政府做出必要牺牲的产物，那么，关于柏林（西）问题的《四方协定》的签订，则多少使联邦德国得到了一点补偿。柏林问题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关系，它涉及美苏关系、德（西）苏关系、两德关系、东西柏林关系。柏林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缓和进程。所以有关各方对柏林问题的谈判相当重视，进展也十分缓慢。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苏英法四国才于1971年9月3日签订协定。有意思的是该协定正式文本没有标题，苏联称之为“西柏林协定”，西方三国称其为“四大国协定”。协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和四个附件。它就保障联邦德国和柏林（西）之间的通道、柏林（西）和柏林（东）及民主德国之间的人员往来等问题规定了相应措施。联邦德国、柏林（西）也于1971年12月先后同民主德国签订了与《四方协定》相关的协定。柏林的法律归属问题尽管仍未最终解决，但这些协定无疑有利于改善柏林（西）的局势，为巩固和扩大联邦德国与柏林（西）的联系以及加强与民主德国的交往与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步是实现与民主德国关系正常化。两德关系的正常化曾经历过曲折的谈判过程，关键性的谈判于1972年6月15日开始。1972年12月21日签署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该条约正文由前言和10项条款组成，此外还有作为条约附件的一份“附加议定书”以及许多诠释双方立场的信件和声明。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声明互相尊重双方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一致同意提出两国共同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并在条约生效后互派常驻代表。民主德国应在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切实解决“实际的人道问题和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并同意在以后与联邦德国签订协定时把柏林（西）包括在内”。联邦德国除了事实上承认民主德国外，还表示保持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免税贸易关系，以表明它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至此，勃兰特政府基本上完成了与东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基本达到了推行新东方政策的目的。

《东方条约》和柏林《四方协定》的签订，是东西方缓和、相互妥协、相互利用的产物，东西方在承认欧洲现状方面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会合点。首先，条约和协定虽然没有为德国问题提供任何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是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打破了联邦德国和苏联、民主德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关系的僵局，导致了两德关系的改善及柏林（西）局势的相对稳定。其次，新东方政策的实施改善了联邦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提高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使它赢得了同东方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自主权和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在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问题上，联邦德国可以直接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对话，不必事事求助于美国，从而提高了它对美国的独立地位，减少了对美苏背着自己做交易的担心。第三，扩大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往，为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和市场。总之，新东方政策实施的结果，使“联邦德国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有力的政治优势。在国际组织中、在北大西洋联盟的会议上、在第三世界、在东方，人们日益感到德国的存在，在所有的地方，德国的作用都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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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施密特、科尔的“东西方并举”的外交政策

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德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面对的重大问题都很不相同。这两位总理又分别属于政治理念上差别很大的左、右翼两个政党，两人的外交风格也很不一样，但他们在外交方面却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都推行一条“东西方并举”的外交政策。

1974年5月，勃兰特因“纪尧姆间谍案”被迫辞职，施密特继任联邦总理。他一上任就置身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东西方“缓和”开始露出破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加深了西方工业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使这些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冲突更趋尖锐。面对这种形势，施密特凭着他的均势战略思想，主张东西方均势与缓和。于是，施密特政府精心制定并执行了一条“东西方并举”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主要围绕4个大的方面展开。

（1）立足欧洲共同体，建立法德核心。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中一些经济受到特别严重打击的国家为解燃眉之急而竞相自保，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欧共体发展的措施，货币问题和能源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此同时，西欧同美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不断发生；第三世界与西方工业国家在能源和工业原料方面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调整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关系、均衡欧共体同美国之间的利益、缓和欧共体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欧共体继续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施密特政府在冷静分析了客观形势之后，坚定地指出：“我们的繁荣也取决于欧洲共同体和这种共同市场的健康作用及其继续存在。”“欧洲的团结必须得到保证和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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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以欧共体为基本立足点，依靠西欧联合，开展以共同体为主体的多边外交迅速展开。

欧共体内部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共同体中两个主要成员国，即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团结和共同努力。施密特主动采取措施加强与法国的协调合作，两国首脑会晤从条约规定的每年2次增加为4次，另外，还经常通电话，密切磋商；两国经济也逐渐接近。这样，法德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巴黎—波恩轴心”。此后，施密特便以法德为核心，协调欧共体内部关系，推动西欧政治一体化，倡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抵制美国在经济上的霸权主义要求和做法。同时，施密特在共同体的对外事务中发挥法德核心作用，促进欧共体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2）稳住德美关系，努力争取加强北约防务措施。施密特执政期间德美关系不太和谐，起初，德美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特别是1977年两国为争取第一笔向巴西出售原子反应堆的生意而发生争吵；后期，两国的分歧便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外交、政治领域，尤其在有关联邦德国安全的缓和政策和防务政策上发生争吵。但是，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创造一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安全都得到保障的国际环境，因此，施密特政府把解决安全问题放在外交政策的关键地位，巧妙地采取“防务”加“缓和”的安全政策，并把实现“均势”作为安全政策的重点。在苏联的军事威胁面前、尤其当苏联在其欧洲部分部署了针对西欧的SS-20导弹之后，施密特政府努力缓和与美国的各种分歧，稳定德美关系，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建立有效的防务体系，遏制苏联的扩张。施密特政府还配合美国加强北约防务，在北约防务开支和兵力提供两方面承担中欧防务的主要任务。在欧洲战区核力量的均衡问题上，联邦德国联合西欧国家促成了“双重决议”的实现，即美国在欧洲部署可以打到苏联本土的108枚潘兴II式导弹和464枚陆基巡航导弹的同时，坚持同苏联谈判，希望尽可能在低水平上同苏联实现军事平衡。

（3）继续推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缓和政策。1974年施密特执政后，进一步发展了同苏联和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东欧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系。除了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之外，双方的贸易也大大发展，贸易额不断扩大。1970～1980年，联邦德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中，联邦德国的进口额由43.94亿马克增加到57.93亿马克，出口额由54亿马克增加到193.9亿马克。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关系方面，施密特并不因美苏关系恶化而中断改善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是避免介入美苏争端，利用联邦德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殊身份从中斡旋，挽救“缓和”。在具体交往中，联邦德国坚持强硬立场，强调政治上“对等”、经济上利用经济杠杆注重实惠，取得了明显效果。

（4）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第三世界国家历来是联邦德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据统计，联邦德国大约40%的原材料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并有15%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德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一般经济关系。70年代之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联邦德国为提升自身的安全和保障经济繁荣，需要进一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正如施密特政府所说，联邦德国在加入西方阵营、并安排好同东方国家的关系之后，应该不失时机地承担起它在联合国所负的责任，推行一种“面向南方的政策”，一种“第三世界政策”。施密特政府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非洲充当“调解人”的角色。1977年春，联邦德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成员，国同美、英、法、加等国组成所谓“接触小组”，在纳米比亚与南非之间进行调解。后来，它又同美、英、法、意等国组成“欧加登委员会”，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同时，还帮助调解了莫桑比克、南非以及罗得西亚等地区的矛盾与冲突。施密特政府的上述工作扩大了联邦德国在非洲的影响，提高了联邦德国在非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第二，提供发展援助，以扩大联邦德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这种援助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其后的20年中发展援助政策也几经调整。但施密特上台后对发展援助政策调整的幅度最大，颁布了有25条“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政策纲要”，强调“国际合作，包括在发展（援助）问题上，要以尊重相互利益为前提”，“发展援助政策要同联邦德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结合起来”。施密特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的发展援助主要流向非洲和亚洲，以1980年为例，当年的发展援助经费36.3%流向非洲，27.6%流向亚洲。第三，注意发展对华关系。1975年10月，施密特访问中国，开始关注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1981年联邦德国开始把中国纳入第三世界受援国范围，并在当年向中国提供了1500万马克的发展援助。当然，这时联邦德国的对中国的政策是有别于它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1979年10月，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访问联邦德国后，德中关系才在一种新的框架内得到较快发展。

1982年10月，科尔政府上台执政后一再强调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靠性。16年的执政实践证明，科尔政府创造性地承袭了其前任的“东西方并举”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在两德统一过程中把这种外交政策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

科尔上台执政时，正值美苏关系呈现一种既对抗又对话的所谓“双轨现象”。对抗虽然是美苏关系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但双方都不放弃“谈判”和“裁军”的旗帜。在国际经济领域，包括联邦德国本身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正受到战后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科尔政府虽然对施密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些调整，但基本上承袭了其前任的做法。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调整对美关系，坚决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科尔执政后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明确宣布：联邦政府在外交上的第一件工作是“驱散笼罩在德美关系上的阴影，加强和稳定这种关系”。科尔强调同美国的友谊是联邦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指出西欧本身的核力量无法对付苏联的威胁，只能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因此，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在对美国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等事件中，科尔政府都积极配合美国，在军事上协助美国遏制苏联，以维护本国和欧洲的安全。但在同时，科尔也指出：“忠实的朋友并不是无条件的追随者，而是自信的人。”这表明，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各国之间实力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联盟内部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平等伙伴关系已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2）继续推行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缓和政策。科尔政府在坚决依靠西方联盟的同时，努力在东西方力量均势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缓和关系。他在政府声明中明确宣布，联邦德国将在已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缔结条约和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基础上，继续为实现真正的缓和、对话和合作而努力，而且要对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予以特别注意；同时，还希望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发展经济联系。例如，当美国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部署中程导弹，苏联愤然退出日内瓦谈判，美苏关系变得紧张时，科尔及其政府同僚积极奔走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对双方进行斡旋，力促美苏恢复日内瓦会谈。科尔还把发展同东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看做是稳定东西方政治关系的基础，着力予以推动并取得明显效果。

（3）坚持稳定并进一步发展同民主德国的关系。科尔上台后，尽量不使两个德国业已缓和的关系受到东西方紧张局势的影响，继续加强同民主德国在各个领域中的接触与合作，特别在安全领域和经济贸易领域，例如联邦德国提出的“安全伙伴关系论”得到了民主德国的大力支持。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就曾公开宣布：“我们确实同意这种观点，即和平伙伴、安全伙伴的思想具有特别重大意义。”

（4）以德法为轴心，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分量的轻重及其活动余地的大小，除了取决于它在大西洋联盟中所起的作用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西欧联合中作用的发挥。为此，科尔一上台就表示，决心要唤起“实现欧洲团结的新的热情”，而且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以德法合作为轴心。首先，为促进欧共体的顺利发展，联邦德国充当它的财政支柱。其次，大力支持、推动包括军工在内的欧洲技术合作，尤其是推动法国牵头的欧洲“尤里卡”计划和防务合作；提出“欧洲防务合作”的建议，建立德法防务协商常设小组等。另外，联邦德国紧紧拉住法国，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促进欧洲政治联盟建设，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德法关系的全面发展。

（5）扩大同发展中国家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东西方关系进入冷战缓和时期。联邦德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入低速增长。另外，联邦德国想通过进一步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关系来扩大影响，与民主德国争夺发展中国家的伙伴。1984年12月，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共体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签署了第三个《洛美协定》，进一步确认了双方的平等伙伴和相互依存关系，扩大了合作，增加了财政援助，放宽和改善了对非洲、亚太国家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等。在美苏争夺的形势下，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共体成员的上述做法，无疑大大改善了联邦德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另外，科尔执政后，也比其前任更加重视并加强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德统一是在民主德国发生剧变后、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的。当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的时机千载难逢地突然出现时，科尔政府把“东西方并举”的外交政策发展到了绝妙的地步。科尔政府一方面一反以往重大问题必先同西方三大国通气的常态，事先未与美、英、法商量就发表了关于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把德国统一的课题毫不含糊地摆到世人面前。在民主德国举行自由选举期间，科尔又不辞劳苦，6次到民主德国去“访问”，鼓励民主德国民众皈依联邦德国的情绪。在两德谈判签订《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简称《经济统一条约》）时，他慷慨承诺东、西马克以1∶1的汇率兑换，对民主德国极尽“宽容”之能事。另一方面，科尔政府抓住苏联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欲罢不能的弱点，用经济上施惠的手段一步步逼戈尔巴乔夫就范，使其同意德国的统一。与此同时，科尔政府还分别与美英法三国领导人进行眼花缭乱的首脑磋商，以两德民情汹汹、德国统一已不可阻挡为底牌软硬兼施，说动美英法三国首肯德国统一，并以“2+4”模式来谈判德国统一问题。另外，在德波边界的争论中，科尔政府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政策，使边界争端得到了及时化解，从而掌握了德国统一的主动权。

两德统一之后，科尔政府的对外政策主要想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争取在国际舞台上为本国谋取更多经济利益；二是极力扩大德国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德国在对外关系上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努力谋取对外政策的自主权，扩大外交活动空间。

首先，科尔政府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特别是促成欧洲联盟的建成和实现统一的欧洲货币，在继续保持“德法轴心”的同时，努力显示德国的“主动性”和“主导地位”，不愿继续充当法国的“配角”。其次，外交上改变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努力推行全方位“自主性”大国外交。例如，1991年12月23日，德国单独承认斯洛文亚和克罗地亚。这充分显示了德国已开始根据本国利益推行自主外交，显示了统一后德国的地位和力量。其次，积极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1991年7月起，德国政界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于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相关外交活动。1993年6月，科尔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这表明德国统一之后极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另外，德国推行全方位的自主外交还表现在一改以往向美国一边倒的倾向，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努力使德国成为东西欧的“桥梁”与欧盟“老大”。最后，科尔政府还极力扩大德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影响。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亚洲政策新方案”，宣布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德国还重视扩大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1995年6月，科尔第一次访问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四国，把德国的政治和经济触角伸到了中东。此后不久，科尔又访问了南非和纳米比亚，这表明科尔政府已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南部非洲。1995年5月，德国政府制定的所谓“拉丁美洲政策”，拉开了德国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序幕。

四 施罗德的“正常化”外交政策

德国统一之后，其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1994年9月，二战中的战胜国美苏（俄）英法彻底从德国撤出军队，德国获得完全主权，并开始融入国际共同体。1994年7月，联邦宪法《基本法》做出著名判决，允许德国军队参加联合国授权的海外军事行动。1995年3月，德国总统赫尔佐格提出了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问题，他说：“在一个日益变小的、机会与风险以同等程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后，对《基本法》前言中的国家目标也做了重大修改，即由原来的“决心维护自己民族的和国家的统一，并作为在统一的欧洲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改为“决心在统一的欧洲中作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所谓“为世界和平服务”，其实质就是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1998年11月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后在联邦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政府声明，在谈到外交政策时明确提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于是，德国外交政策大幅度调整。1999年春，施罗德政府一改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积极派空军参加了对南联盟科索沃的空战。从而开始了外交政策“正常化”的转折。“正常化”外交政策大致体现在下列五方面：第一，以“正常国家”心态面对自己，面对国际社会。正像施罗德所讲的拥有“一种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仰人鼻息的崛起民族的自信心”。第二，敢于大胆宣示自己的利益。德国外交政策公开宣称：“外交政策是一种利益政策。”“我们提到自己的利益并要在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第三，确立为欧洲和世界承担应有责任，成为“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的“世界政治大国”。第四，欧盟政策为外交重中之重。德国一直把欧洲一体化和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而近年来有将欧洲政策置于优先地位的倾向，明确表示德国的主要利益在欧洲，德国不应回避对欧洲的“领导责任”，应将欧盟作为体现德国“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第五，强调德国外交政策理念的基础是：和平为最高原则；多边主义为外交与安全政策基础；采用非军事手段预防危机并加强危机管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强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促进世界的平等与公正。另外，“文明国家”、“国际关系文明化”也成为德国全球治理的理念。“所谓外交政策‘正常化’，主要指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冷战时期’，逐步突破原来的政策藩篱，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辖区以外世界范围的维和军事行动视为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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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时代》周刊总编兼发行人特奥·桑默认为“直到世纪更迭以后，德国才完完全全实现了正常化。这个正常化国家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但却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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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外交战略思想和理念，施罗德政府认为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来自极端暴力、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地区危机，因此，德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安全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预防冲突、防务和控制军备竞赛之外，还扩展到人权、经济、生态和社会福利方面，它包括在全球范围内为人权而努力、人人都有机会的世界经济体系、跨国界的环境保护以及文化之间的开诚布公的对话。

“9·11”事件后，德国特别主张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加强预防外交和多边合作，提出以发展经济、保护人权和提供发展援助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以预防地区性冲突的发生。特别重视以欧盟为依托，发挥德国的大国作用。支持欧盟深化与扩大，积极推动欧盟独立外交与安全建设。支持制定《欧洲宪法条约》，积极推动欧盟内部机制改革。努力加强德法合作，重视发挥英国在欧盟内部的作用。主张欧盟通过与北约的协调与合作承担越来越多的安全责任，使欧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真正一极。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一向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之一。但是，按美国人旨意行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美虽然互有需要，但德国已开始从本国利益以及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来制定政策，努力确立德美“平等伙伴关系”。2003年德国决定不参加对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努力的许多事件中做这种努力的最典型的例证。德国强调维护联合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权威作用，主张全面改革联合国，以提高其行动能力和工作效率。支持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会，认为德国是联合国第三大出资国，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兵国，在维护世界稳定和秩序中应承担与其贡献相应的国际责任，强烈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强烈谴责“9·11”恐怖袭击，表示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但强调反恐不应针对伊斯兰世界。认为国际反恐斗争不应局限于军事和警务手段，强调综合治理和国际合作，主张在全球推广人权、民主和法治国家理念，帮助包括阿拉伯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克服现代化危机，努力消除恐怖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另外，对于阿富汗维和问题、中东和平问题、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施罗德政府的政策主张也都不同程度上显示了德国“正常化”外交的特色。

默克尔领导的由联盟党—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全面继承了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规定，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在现有基础上作适度调整”。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仍是外交政策“正常化”和“外交全球化”，一句话，争做世界政治大国。目前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的某些调整，只是策略层面的。

第二节 德国与美国的关系

德国和美国作为后起的民族国家，两国之间的交往也只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尽管两国交往历史不长，受大西洋的阻隔而分属两个大陆，而且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两度兵戎相见，但由于同受西方文化的哺育，这两个后起之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双边关系。

德国与美国这两个具有相似近代发展史的国家，真正产生交往应该说是在列强疯狂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在1871年完成国家统一后，俾斯麦制定了相对保守的大陆同盟政策，而没有急于进行殖民地的抢夺。只是到了俾斯麦临近下台时，德国才逐渐改变了这一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雄心勃勃的“世界政策”的指引下，在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支持下，德国迅速在非洲、亚洲、远东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建立了德国的“势力范围”。而统一时期，迅速崛起的美国在其传统的势力范围拉丁美洲，依然奉行“门罗主义”，不容他国染指这一地区；而在亚太远东地区，执行一条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容欧洲列强独霸该地区。由此，这两个新兴的大国在海外利益上产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从而为更激烈的国家间战争埋下了伏笔。

1914年在欧洲引燃的列强战火迅速扩大，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坐山观虎斗”；1917年，在参战各国为拉锯战而精疲力竭之时，美国以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为由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从而改变了战争态势。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很快战败。一战后，一方面美国同其他国家一道利用战胜国的地位，大力削弱德国，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战争赔款、瓜分德国等战败国的属地、限制其战争机器的恢复等；另一方面，又打着复兴被战争破坏的欧洲经济的幌子，积极谋求欧洲市场，特别是有意识地渗入德国，为在财政上削弱自己的竞争对手创造有利条件。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与美国之间便恢复了经济关系，包括双方一些大的垄断集团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的有效合作。1921年8月，德国和美国在柏林签订了《德国和美国恢复和平条约》，这使两国的关系迅速恢复，而且为美国资本渗入德国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另外，美国为对付新兴的苏维埃俄国，还在20年代中后期便试图扶植德国军国主义势力，以此作为反对苏联的前哨，这为希特勒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上台，希特勒在欧洲加紧扩军备战。而在大洋另一端的美国犹如一个被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束缚的巨人，对战争抱同情而不介入的态度，实际上同英法的“绥靖政策”毫无二致。在二战爆发前，罗斯福对于希特勒日益猖狂的侵略行为只是口头谴责，他甚至列出了希望希特勒不要侵略的31个国家。然而，美国的这些主张只会遭到希特勒的嘲笑和讥讽，欧洲大陆的全面战争已箭在弦上。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这时美国的孤立主义仍然主导着对德政策，但在罗斯福看来，一旦纳粹德国在欧洲坐大，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战争初期，在国内孤立主义思想严重影响政策制定的情况下，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仍全力支持反法西斯事业，保护被侵略国家，先后通过两个法案：《中立法修正案》和《租借法案》。待到1940年希特勒德国侵入西欧时，罗斯福开始把欧洲的战争和美国的安全联在一起，说服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如果不对希特勒暴政的受害者给予支持，法西斯暴政将成为未来的浪潮。自此开始，美国逐步提出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先欧后亚”战略，即使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全面参战也没有改变该战略。由此可见，纳粹德国确实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当然，美国的参战极大地扩充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无论是在北非战场，还是后来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痛击了纳粹军队，加速了法西斯德国的灭亡。

联邦德国是二战后美国对德政策的产物。建国初期，联邦德国政治上需要美国的支持，经济上需要美国的援助，军事上需要美国的保护。因此，倒向美国，依靠美国和同美国结盟是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直言不讳地说：“我的政策的出发点是紧紧地依靠美国。”

当时，美国正想同苏联抗衡并趁机控制西欧，想当西欧的霸主。于是便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组织北约军事集团，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入手打入西欧。在国际事务中，联邦德国追随美国对苏的“冷战”政策，甘当美国的“马前卒”。

在战后50年沧桑变迁中，联邦德国得益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在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夹缝中以经济和贸易立国脱颖而出，悄然成了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经济大国。鉴于自身的历史重负和《基本法》的限制，联邦德国在国际政治中谨慎从事，俯首屈从，难以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作用。

1958年1月成立的欧共体实际上是联邦德国同西欧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控制的一种表现。在整个60年代，联邦德国同美国在政治上以及贸易和货币等经济问题上矛盾和摩擦时有发生。阿登纳在其回忆录第3卷里写道：“怀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我赞赏美国充分认识到经济上和政治上拥有被依靠地位所必须担负的责任。可是，如果欧洲各国一成不变地完全依靠美国的保护，取得自己的幸福和安全，它们是不可能长期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再者，美国和欧洲的根本利益尽管相同，但是，欧洲国家的所有切身利益也不一定等于美国的切身利益，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由此势必出现政治见解的分歧，结果是在一定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政治行动。”

60年代初，美国同苏联“冻结”联邦德国问题，阿登纳就开始对美国不满，而倾向于法国。1962年12月，美国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要求法国和英国交出自己的独立核力量，保持美国核垄断地位，但却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强烈反对。阿登纳支持戴高乐的立场，因为他完全赞同戴高乐的这种意见，即欧洲不可落到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地步，主张欧洲用一个声音讲话。

70年代联邦德国社民党政府勃兰特总理全面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改善和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使东西方局势趋于缓和。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同美国产生了矛盾，因为联邦德国推行的“新东方政策”使东西方在政治上的接触和往来频繁，从而加强了联邦德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发言权，要求同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尽管联邦德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由于它们之间种种的利害关系，联邦德国仍然是西欧国家中同美国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1982年10月科尔担任联邦总理后，就积极“同美国重新建立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强调美国对联邦德国的保护作用和双方的共同利益。

20世纪80年代末，当德国统一问题突然提上议事日程时，美国由疑虑迅速转为促进。随着冷战走向结束，德美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出访联邦德国时指出，美国和联邦德国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盟国，今后将成为起领导作用的伙伴。1994年，克林顿出访时再一次强调联邦德国的“领导作用”，称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基础，“两国伙伴关系需加强”，“美国将永远同联邦德国站在一起”。至此，德美关系已由过去“主人”与“仆人”关系阶段发展到共同分享“领导作用”阶段，变成了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被世人称之为“德美特殊关系”的新时期。

1998年10月，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执政，在政治和军事上迅速与美国“保持一致”。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施罗德政府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在外交政策“正常化”舆论的推动下，不仅派轰炸机直接参加对南空袭，而且出兵巴尔干。

联邦德国与美国虽然在基本价值观和安全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体上能保持团结与合作，但在事关本国切身利益的时候又常常争吵不休。例如，在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问题上，联邦德国明确表示反对态度。它认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打破核均势，并在北约制造双重安全标准；美国和俄罗斯的军备控制被打破后，第一个受害的是欧洲，而联邦德国首当其衝。因此，它积极寻求西欧盟国采取一致立场，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

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给联邦德国和美国显示其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机会。恐怖袭击事件在联邦德国朝野引起极大震惊。施罗德总理认为，这次袭击事件是“向文明世界宣战”，并表示联邦德国坚定地站在美国人民一边，全力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2001年11月，施罗德不惜以辞职相要挟，逼联邦议院通过派兵参加美国在阿富汗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德美矛盾有了明显的缓和。

但天有不测的风云。2002年，联邦德国与美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外交龃龉。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联邦德国不会参加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冒险行动。他甚至宣称，只要他在台上一天，美国就别指望联邦德国会参加这场战争，也别指望联邦德国会出一分钱。施罗德的鲜明反战立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德美关系空前恶化。

默克尔上台后，在继承其前任“外交政策正常化”的大国外交战略的同时，也改变了施罗德时期的很多做法。在发展对美关系方面，默克尔已作出一些积极姿态，她一上台便派出新任外长首访美国；后来，她本人也数次访美。从默克尔执政一年来的外交动作看，德国新政府将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主张强大的欧洲不应成为美国的对手，并注意保持德、美、法三角关系的平衡，但也无法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当然，德国不会放弃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梦想，为此，就必须在国际事务中体现自身的大国地位，力求与美国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

第三节 德国与法国的关系

一 德法千年战争交往史

自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奠定日后德、法国家政治基础以来，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便为争夺疆土和称霸欧洲大陆，不断进行战争并把周边国家卷入战火之中。频繁的战争不仅使德法两国人民长期承受战争之苦，而且也使欧洲经常处于动荡之中，欧洲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德法两国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焦点。

公元911年，法兰克公爵康拉德接替死后无嗣的路德维希就任东法兰克国王，从而开始了德意志国家的历史，德法两国间千余年的不断纷争也由此开始。此后的15年内，双方为争夺洛林和阿尔萨斯进行了数次战争。公元936年继位的奥托一世通过大举向外扩张使德国国势日益强盛，并于962年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土地上矗立起貌似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孕育强大的皇权统治。但是，各封建领主和诸侯的巨大独立性并不利于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建立，1356年“黄金诏书”的颁布使德意志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就给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干涉德国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德法在整个中世纪的冲突一直有增无减，相互间缺乏信任，从而发展成为延续千年之久的世仇。

1519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登上德国皇位，他决心通过打击新兴的新教诸侯分裂势力来加强中央集权。法国方面不顾自己是天主教国家的事实，支持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帝查理五世对抗，以便维护德国分裂软弱的状态，自己从中渔利。随后在1521～1544年间，德法进行了4次战争，英国、西班牙等国卷入，最终法国战败，但长期战乱使德国境内的诸侯分裂势力日益壮大。1552年，法国趁德皇查理五世与诸侯们斗争正酣时侵入洛林，并占领了麦茨、图尔、凡尔登等地。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再次支持德意志诸侯分裂势力与德皇相对抗，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使法国得到了德意志的大片领土，而且通过条约大大削弱了德意志的皇权和国家力量。进入18世纪，德意志出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相争的格局，法国利用两者间的矛盾，不断帮助较弱一方打击较强另一方，自己从中获利。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站在普鲁士一边打击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结果使奥地利失去了西西里亚和在意大利的部分属地；此后，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又站在奥地利一边打击普鲁士。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德法冲突依然不断。法国大革命初期，奥地利和普鲁士充当欧洲封建势力镇压法国革命的急先锋，帮助法王路易十四恢复王权，派兵侵入法国并参加历次反法联盟。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不仅大败德意志的普奥两大邦国，而且使存在了800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使德意志一盘散沙的局面日益严重。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的蹂躏使德意志民族决心为建立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努力。通过19世纪上半期的一系列改革而日益强大的普鲁士承担起了统一德国的历史重任，然而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不想看到德国统一的，因此，1870年双方再次兵戎相见。结果，志在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普鲁士打败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夙敌，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获得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德较量的天平。

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并没有结束德法间的恩怨，它们为争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欧洲的霸权乃至海外的殖民地而在20世纪再次兵戎相见。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30年的扩军备战和军事联盟，分别以德法为核心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4年混战，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不仅丧失了一切海外属地和帝国1/8的领土，而且还要支付巨额的赔款，雄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也就此覆灭。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法德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相互复仇的心理日益严重，这为日后德法间的再一次冲突和仇杀埋下了伏笔。战后初期，由于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德国赔款出现问题，1923年初，法国、比利时联军10万人占领鲁尔区，这更激起了战败包袱沉重的德国人对法国的仇视。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也为德意志民族的复仇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希特勒利用魏玛共和国的软弱无力和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迅速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纳粹德国利用英法的绥靖政策，加紧扩军备战，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6月，德军横扫法国北部，迫使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这一次，法国的国土遭到了纳粹德国军队近5年的涂炭，到战争结束时，法国人口锐减，满目疮痍，遭到了空前的惨重损失；而德国最终也在盟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战败，德累斯顿等地在盟国的轰炸下变成一片废墟，为纳粹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后还被四大国分区占领，德意志民族再次遭受国家分裂之苦。不过，经历了千百年战祸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两大民族也将迎来其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二 德法和解、合作与欧洲联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仍想肢解德国，但由于冷战迅速开始，欧洲成了美苏争霸的重点，这直接损害了法德两国的利益，因此法国的方案就此搁浅。新的欧洲和国际格局要求这对宿敌建立新型的国家间关系。

法国戴高乐总统的战略思想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构思了，他想取得德国的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西欧联合，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削弱英国的影响，以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可以遏止德国。他为此表示希望同德国建立经常的接触，并于1945年8月在萨尔布吕肯说：“法国人和德国人必须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要彼此合作和意识到他们都是欧洲人。”后来出任联邦德国开国总理的阿登纳对此予以极高的评价，他也认识到德国同法国取得谅解对德国是极其重要的：不但可以结束欧洲大陆两大强国的世仇，而且同自己的这个近邻建立良好关系，也可以摆脱二战后德国处于战败国的困境，并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人在应对美国控制欧洲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所以两人决定携手致力于法德合作，一方面以此抗衡美苏两霸，另一方面平衡英美的“特殊关系”。这一伟大设想只是由于法国政局的动荡、戴高乐未能掌握政权而有所延迟，不过法德在欧洲的合作却在50年代初即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舒曼计划”，试图把法德两国的全部煤、钢生产都置于其他欧洲国家可参加的“高级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个计划一经提出，便立即受到联邦德国的欢迎。随后，在此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倡议之下，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2年7月成立，联邦德国作为创始国之一也加入该组织。阿登纳认为，这是德法实现和解与合作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开端。从此以后，法德和解并携手推动西欧联合，便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和西欧联合的主要特征。在德法这对被称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和“火车头”的领导下，欧洲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1958年年初正式诞生，德法两国关系得以进一步继续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法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阿登纳执政的后期，东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对抗与对话并存交替的时期，美英为主的西方集团在德国问题上日益走向维持现状，在柏林问题上也在寻求与苏联妥协。阿登纳对此深感忧虑，同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政策的动摇和对德政策中的新倾向很不满。他日益感到美英的不可靠、欧洲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必须通过加强法德合作来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执政后，坚持其以法国为首、以法德合作为核心的西欧联合政策。1958年9月，阿登纳和戴高乐实现了第一次会晤。双方都认为，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条件下，欧洲必须团结一致，首先必须加强德法友好合作，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通过这次会谈，双方商定就国际问题保持经常、持久、紧密的接触和磋商，确定法德合作“是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这次法德首脑会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962年7～9月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又经过多次磋商，终于达成《德法友好合作条约》，这年1月，两国在巴黎正式签订该条约。这是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人的重大战略决策的成果，对两国和欧洲一体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条约的签订，两国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德轴心”阶段。

在《德法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的几十年里，法德两国联手共同解决了一系列的危机和冲突，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戴高乐执政的中后期，他本人在许多问题上更加我行我素，而且阿登纳之后的艾哈德政府、基辛格的大联合政府以及勃兰特的社民党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也都同法国出现了分歧，有时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分歧，但这都没有影响两国谅解与合作的基本方针，而且在不少问题上双方相互妥协。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施密特总理和德斯坦总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把两国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轴心”开始机制化运行。1978年为了发挥欧洲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他们倡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使欧洲经济一体化有了新的突破。到了密特朗—科尔时代，两国在防务安全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先后建立起了“法德联合旅”和“欧洲军团”，为欧洲独立防务和欧共体安全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冷战随之结束，德国迅速实现已经期盼了半个世纪的国家统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重塑新的德国国家形象，消除邻国对统一德国的疑虑与不安，更为了确立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科尔政府在统一后继续奉行促进欧洲联合、维持德法合作的外交政策。早在1985年，科尔总理就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白皮书，制定了在1993年1月1日建立一个商品、人员、劳务、资本自由流通的大市场的目标。通过德法两国的共同努力，大市场如期启动，并力促各成员国签署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欧洲联合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0年代中后期，在德法两国的推动下，欧盟不仅吸纳瑞典、芬兰和奥地利三国入盟，从“量”上扩大了欧洲联盟，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从“质”上深化了欧洲一体化。在德法双边关系上，虽然德国统一后国力大为增强，经济优势日益显露，使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相对削弱，但在推动欧洲进一步联合、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等方面，德国在经过冷战后短期的疑虑与矛盾后，认识到两国在诸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相互合作，因此法德“轴心”关系依然是德国外交的主要方针，尽管重心开始向德国倾斜。

1998年，社民党人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上台，德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施罗德曾多次强调德国在欧盟内要维护其国家利益，无论在关于农业补贴资金的争论中，还是在2000年底关于《尼斯条约》的谈判桌上，德国都开始显示出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姿态。加上此前科尔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德国在显示力量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使本来就因德国统一而基础不稳的法德关系进一步疏远，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均龃龉不断，尤其在欧盟建设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显得日趋尖锐和激化。但是，德法两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发动机，特别是欧盟自身建设过程中涌现出诸多问题以来，双方认识到了各自的责任与历史使命，通过德法首脑会晤机制，两国逐步化解矛盾，建立信任，使德法关系“多云转晴”，欧洲建设的发动机又开始正常运转。在德法两国的推动下，波兰等中东欧10国在2004年5月顺利加入欧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批准在2007年1月入盟。尤其是2003年以来，由于德国和法国在伊拉克战争上共同的反对立场和欧盟国家公开分裂成两个阵营，德法联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2003年初，德法借庆祝《德法友好合作条约》签订40年之机重新启动“德法轴心”。2005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役60周年之际，施罗德应邀作为首位德国政府首脑与二战战胜国领导人共同庆祝登陆纪念活动。这一年年底，新上任的默克尔总理将法国作为其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表示将继续发挥德法关系的“发动机”作用，同时加强德国与英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特别是与波兰等新入盟国家的关系。

第四节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

英伦三岛隔着英吉利海峡和欧洲大陆遥遥相望，长期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交往并不十分密切，显得有点隔膜，而更多的与远隔重洋的美国结成了“特殊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才下定决心回归欧洲，并加入欧洲共同体，投入欧洲大陆的怀抱。

现代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公认，三十年战争及其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英格兰和德意志这两个日耳曼后裔发生真正交往的源头，尽管在此前漫长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英国个别王室已经和德意志的一些诸侯发生过关系。16世纪欧洲大陆相继进行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但新教与旧教的纷争依然未除，并随之在17世纪爆发了信奉新教的诸侯和信奉旧教的诸侯在宗教纠纷掩饰下争夺地盘和反对皇帝专权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使德意志国家遭到惨重损失的战争波及了整个欧洲大陆，偏安一隅的英国虽未参战，但不愿看到经过这次战争而强大起来的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的确立，因此，等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便从欧洲均势的传统外交原则出发，力图打破法国在欧洲的潜在霸主地位，积极参与欧洲大陆事务。

从17世纪末起，英、法矛盾日趋尖锐并贯穿于整个18世纪；而在同一时期，德意志领土上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相继崛起。在18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打败法国而成为欧洲的霸主。在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支持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国打败法国，结束了法国在西欧的霸主地位；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再次和奥地利联合反对强大的法国和普鲁士等，通过这次战争，法国的霸权地位进一步遭到打击，而在战争中表现了卓越军事素质的普鲁士则日益强大起来；而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站在普鲁士一边同法、奥、俄集团作战，结果，英国夺取了法国的大片海外殖民地，普鲁士也巩固了在德意志的地位，已经可以和奥地利分庭抗礼了。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对于这样一场撼动欧洲正统的历史剧变，欧洲各君主国纷纷联合，组成强大的反法同盟急欲扑灭在欧洲大地上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在此期间及拿破仑帝国时期，英国一直联合普奥反对法国。1814年，拿破仑最终被欧洲各国组成的反法同盟打败，在英国和俄国的主导下，在德意志大地上有38个邦国组建了“德意志邦联”，但各邦依然拥有独立的主权。此后，普鲁士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王国的力量更加强大，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的统一已经刻不容缓。以执行“铁血政策”著称的俾斯麦，通过灵活多样的外交手腕，为德国的统一建立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与忙于开拓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殖民势力的头号列强英国建立了“柏拉图式”的友好关系，使英国愿守友好中立。俾斯麦通过发动普丹、普奥和普法三次战争，于70年代初顺利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

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俾斯麦尽可能在各个问题上采取不同英国发生争执的政策，尤其是在抢占海外殖民地的热潮中，德国尚不准备采取较大的行动，从而免除了与殖民大国英国的直接冲突，为德国在接下来的20年中接近英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1875年俾斯麦针对法国的扩军法案发出了战争恐吓，这引起了英国和俄国的关切和警告，俄国的态度使俾斯麦认识到刚建立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并不牢靠，因此他开始主动接近英国，以防备俄国有朝一日可能会同德国分道扬镳。同年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东方危机使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冲突加剧，而英国在这一地区也有传统的利益，这给了俾斯麦密切同英国关系的机会，他积极鼓励英奥同俄国纠缠，并试图拉拢英国建立德、奥、英同盟，然而随着1880年格莱斯顿上台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德国的这一如意算盘未能实现。1884年，德国在非洲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同英国在非洲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德英关系迎来了对立的时期，虽然此后一段时间双方为了遏止俄国在地中海的扩张和俄法的接近而保持一定的合作和接近，但随着俾斯麦1890年的下台，威廉二世旨在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出台，德英两国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出来，英国同其他强国的矛盾逐渐降低到次要的地位，德英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帝国主义列强间的主要矛盾。

德国同英国在关于南非和萨摩亚群岛的瓜分问题上的冲突，是德英矛盾的重要方面。对此，德国试图挑起其他强国与英国的矛盾，组成反英的“大陆联盟”，但由于德国与法国和俄国的固有矛盾，这些大陆国家都无意和德国一起干涉英国，反倒随着列强争夺霸权愈演愈烈，英法、英俄相继签订针对德奥同盟的协约。此后，德国在中近东地区的渗透和争夺不但造成了德英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而且激起了法、俄的一致反对，并促使一个以对抗德国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最终形成。进入20世纪，德国进一步向远东、拉美扩张，这不仅影响了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利益，而且与新兴的日本和美国产生了冲突，从而使德国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为此，德国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加紧了扩军备战，尤其是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世界列强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1914年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爆发了，英法在西线联合对德作战。最终，经过4年多的争夺，曾经显赫一时的德意志帝国覆亡了，德国不得不遭受其他列强的宰割，德意志民族不得不在凡尔赛体系的压制下蒙受屈辱。

巴黎和会上，英国反对过分削弱德国；而战后初期，法国、意大利等战胜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态度强硬，英国出于维护欧洲均势的考虑，一再协调德国与法国的矛盾，从而避免了德国更大危机乃至革命的爆发。20年代中期，在英美的干预下，德国陆续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逐步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下挣脱出来，重新回到西方阵营，加入国联，恢复了昔日的大国地位。随着德国国力的增强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逐步取消，魏玛政府公开推行重振军备的政策，叫嚷要夺取一战后失去的殖民地，修改东部边界，企图扩张与复仇，尤其是希特勒的上台更加快了德国军国主义复仇之路的步伐。然而，英法等国对法西斯德国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使纳粹德国迅速发展起来，引发了欧洲大陆上的又一次空前的战争。战争初期，英国的绥靖政策使德国迅速占领了东欧、北欧以及西欧的大片地区，纳粹德军对英伦三岛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但英国并未屈服，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外殖民地，组织起了对德国法西斯的反抗，并联合美国、苏联等盟国一道在亚、非、欧等广大地区同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展开了殊死的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英国的顽强抵抗功不可没，英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彻底埋葬了德国法西斯的军国主义幽灵，解放了欧、亚、非广大被侵略国家。

二战后，英国是战胜国，根本不把德国放在眼里，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联邦德国西北部地区成为英占区，而且在丘吉尔的欧洲统一计划和欧洲防务体系中，也没想把德国包括在内。英国的这种对德心态使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大失所望，加之战后的英国政府对欧洲的态度摇摆不定，这都使得一心要实现德法和解的阿登纳政府认为英国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是可有可无的角色。1958年1月，欧共体正式成立，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然而，英国不但不参加欧共体，反而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等七国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同欧共体唱对台戏。

随着冷战的爆发以及美苏对立的加剧，欧洲的安全形势日趋恶化，美英等国为了增强自己与苏联对抗的实力，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筹划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并拉拢其加入北约军事集团。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使德法等国的经济迅速腾飞，而英国在国内外一系列危机的打击下，国力日衰，经济不断恶化，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第二位降为60年代的世界第五位，英联邦逐渐解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最终散伙。英国重新把外交的中心转向欧洲，并于1961年8月提出申请加入欧共体，但由于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屡次被拒之门外，迟迟未能获准加入，直到1973年英国才如愿加入欧洲大家庭。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德国一度容忍法国对英国的否决，后来联邦德国执行“新东方政策”时，转而有力支持英国加入，这主要是出于消除人们对其可能向东方一边倒而不再支持欧洲联合的担心和批评。不过，尽管英国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欧洲的大门，但由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狐疑态度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一体化建设并不那么热心，甚至对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多有妨碍，因此，英国被一些大陆国家认为是美国打进欧洲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虽然，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联邦德国和英国一直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但在其他国际事务上，双方出于冷战的需要和双边利益的考虑，建立了一种“沉默的联盟”伙伴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逐步走向结束，而英国与大陆国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双方的关系日趋冷淡。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欧洲问题上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肯让步，使一体化建设停步不前；英国对德国的统一也极力反对，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1991年德国为了显示其实力，率先单独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这激怒了英国，所有这些因素使德英关系一度比较紧张。梅杰上台后，尽管他和科尔的私交不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国关系，但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布莱尔首相比其前任进一步靠近欧盟并想参与欧洲一体化的领导，德国社民党也在1998年的大选中上台执政，施罗德在政治思想上同布莱尔接近，两人关系密切，从而改善了德英以前的冷漠关系。不过，德英这两个欧洲传统强国的关系历来就受欧洲复杂多变的形势的影响与制约，两国虽有某些相同观点，但矛盾还是比较深刻，加之英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紧密追随冷战后美国的单边外交政策，致使德英两国在实际交往中还是经常发生龃龉，双边关系难有本质的改善。在施罗德和布莱尔执政的后期，由于两人领导的政府在各自的内政外交上都出现了诸多困难，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也就有心无力了。2005年，在提前举行的德国大选中，成立了联盟党人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外交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默克尔明白德英两国既相互借重又彼此竞争的关系，因此对德英关系的改善颇为着力，试图以英国的力量来制约法国在欧洲一体化的强大影响力，以避免对“德法轴心”的过度依赖，更加体现其平衡外交的风格。

第五节 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德国与俄罗斯是欧洲大陆上的两个传统强国，地理位置相近，因此历史上两国曾几度兵戎相见、相互交恶，但又不乏握手言和、甚至联姻结盟之举，对欧洲的格局影响很大。

一 德俄双边关系的历史

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是古代的日耳曼人，而俄罗斯民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部分，它们原先都是源于同一的印欧部落，后来德意志人从东北往西南迁徙，而斯拉夫人则相反的从西南迁往东北。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的初次交往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左右，当时，日耳曼部落正向东欧扩张，不过，当时俄罗斯民族尚未成形。公元6世纪俄罗斯人和普鲁士人交战频仍。直到基辅公国建立之后，在公元838～839年间第一次向法兰克王国派出了正式的使团。公元959年基辅罗斯女大公奥尔加向德国国王奥托一世派出她的公使，从此开始，不断有德国商人到俄罗斯经商。1089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海因利希四世和俄罗斯的王公之女联姻，俄德从此结成的友好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两国在古代的友好关系。

17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在沙皇俄国建立了统治，其时俄国刚从鞑靼—蒙古突厥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急需开辟新的国家收入来源。为此，沙皇从国外、尤其是商业较为发达的北德意志“汉萨同盟”地区召回不少手艺人和生意人，他们为俄国的商品生产带回了先进工艺。18世纪初，彼得大帝史无前例地向西方打开俄国的门户，大力向西方学习其文明和先进技术，他的儿子不仅到德累斯顿学习军事，而且与汉诺威公主订婚，促使俄德两国再次结盟。此后，两国王公贵族之间的联姻更加频繁，以至于俄国著名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身就是德意志公爵、陆军元帅之女。

18世纪中叶，俄罗斯曾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与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两次和普鲁士交战，但1764年两国在彼得堡签订了防御联盟协定。该协定造成俄、普、奥三国于1772年瓜分波兰，以后，在1793年和1795年三国又两度瓜分波兰。在接着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中，三国伙同英国等结成反法同盟，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三国又于1815年结成“神圣同盟”，成为欧洲封建秩序的堡垒。181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之女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子联姻，更加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两国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开展了广泛的经贸与技术合作。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成为世界各国交往历史的一条普遍规律。随着列强日益疯狂的扩军备战，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争的阴云在欧洲上空密布，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统一的德国和沙皇俄国分属其中，这两个大陆传统强国历史性地走向了战争的对立面。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瓦解了德俄这两个军事封建帝国。1919年1月，经过“十月革命”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被排斥在战胜国参加的巴黎和会之外。1922年4月德俄（苏）签订《拉巴洛条约》，两国又相互接近并联合在一起，双方都想争取摆脱被孤立的状况。在此后的十来年中，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

1939年8月，在欧洲大地即将面临半个世纪内的又一次屠戮之时，德国和苏联又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然而，这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毕竟在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迥然不同，因此这种“互不侵犯条约”明显是双方的缓兵之计。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终于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在随后的卫国战争中，苏联蒙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经过三年的苦战，终于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并解放了欧洲广大的被占领地区，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二 冷战时期的德苏（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特别是美国推行反苏政策，1946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开始，两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形成对峙的局面。被美、英、法和苏联分区占领的德国形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德意志国家，并分属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军事集团。

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追随美国，对苏实行“遏制战略”，完全倒向西方阵营。于是，联邦德国政府推行了一种“哈尔斯坦主义”，它不仅不承认苏联主导下的民主德国，也不让别的国家承认；如果别的国家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政府就同它断交或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哈尔斯坦主义”把联邦德国同苏联建交作为特殊的例外来处理，因为苏联是战胜国，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不过，联邦德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50年代中期起对苏政策产生了某些松动，甚至直接同苏联进行了一些对话。60年代苏联的实力不断增强，美苏对峙进入新时期，夹在两大集团之间的联邦德国认为只有同苏联进行合作才能重新统一德国，因此，继阿登纳之后的艾哈德政府又进一步调整对苏关系，使两国紧张关系有了松动。

1969年10月，以勃兰特为总理的社民党政府上台执政，推出了“新东方政策”。勃兰特强调同东方和解，试图以东方政策补充西方政策。他一方面继续同西方合作，借助美国和北约的力量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争取同东方和解，缓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改善以前的政治、外交关系。这一政策使德苏关系一时活跃起来，集中体现在苏联和联邦德国1972年8月签订的《莫斯科条约》，中欧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因此而缓和。此后，勃兰特虽然因为间谍案而很快下台，但联邦德国仍然由社民党执政，继任的施密特奉行“均势外交”政策，进一步缓和并发展与苏东国家的关系。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手段换取了苏联的让步，而苏联利用其政治、军事的势力获取了联邦德国的妥协，取得了经济实惠。

80年代，苏联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步履维艰。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主张“对话代替对抗”，“缓和代替冷战”，想同西方修好，谋求西方的经济援助，摆脱国内危机。而同时期的联邦德国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下，正同西方其他国家一道密切关注着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以便适时地施加影响，促成演变，实现德国的统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联新的外交政策为东西方关系根本变化和德国统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科尔政府积极同苏联改善政治关系，以求得苏联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的支持。1990年，当民主德国形势迅速发展而有利于统一时，科尔两度飞往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支持与合作，苏联也确实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让步。1990年11月，两国签署《睦邻条约》，这为德国统一后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就在德国统一进程紧锣密鼓地推进的同时，苏联国内局势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德国就试图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将苏联纳入西方利益的轨道。19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在国际法中的权利和义务，而德国则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了俄罗斯联邦的这一继承地位，这样，德俄两国关系迅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 冷战后德俄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两个德国的统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两极格局宣告结束。统一后的德国幅员扩大，综合国力大增，政治地位提高，而剧变后的俄罗斯则要实现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综合国力较以前也大为下降，因此，德国在同俄罗斯打交道时从被动变为主动。

德国统一后，立即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提出“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全方位政策，开始奏起了“东进序曲”。德国东进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乌克兰及中亚地区等，重点是俄罗斯。德国企图通过经济援助和政治对话先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别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与此同时，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短暂混乱的俄罗斯也在1993年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俄罗斯在坚持亲近西方的同时，更加重视维护俄罗斯自身的利益，而且在战略上具有了相当的独立性，刻意同西方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完全倒向西方。1994年年初以来，俄罗斯把维护国家利益和重振大国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指针”，开始在外交上独树一帜。

对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德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力图在稳住俄罗斯、使其不至于偏离西方太远的基础上，进一步同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为德国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德国在东欧地区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俄罗斯的认可，而且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德国现实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基于上述考虑，德国不顾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对，率先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科尔总理及其他政界要人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叶利钦的改革，支持叶利钦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说服美国要“尊重俄罗斯的情绪”。

1998年10月，社民党的施罗德在联邦大选中获胜，接替连续执政16年之久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人出任德国联邦政府总理；就在一年之后的1999年底，普京也接替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一职，从而拉开了德俄关系的新的发展高潮。进入新世纪的几年来，在这两位“好朋友”的努力下，德俄双边关系发展到了极致：两国政治关系密切，在国际事务中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相吻合，尤其是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施罗德与能讲一口流利德语的普京之间的互访“就像走亲戚一样”——更是促进双方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

德国和俄罗斯之所以能在冷战后发展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与双方在经济发展上的相互需要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则是德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这种关系持续了长达50多年之久，近几年来更是达到一个高峰。两国双边贸易额在2004年就超过311亿欧元，德国有47%的天然气和34%的石油来自俄罗斯。2005年俄德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8%，达330亿美元的水平，按照德国的计算更高，达339亿欧元，德国对俄投资额增加了2/3。

2005年11月德国组成基民盟和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联盟党人默克尔出任联邦总理，新政府坚持前政府的对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德俄战略伙伴关系，这从默克尔上任一年以来多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就可见一斑。不过，默克尔政府的对俄政策也有局部的调整，新政府不仅想继续同俄罗斯保持战略伙伴关系以解决全球性冲突或确保能源供应，而且还将俄罗斯看作一个潜在的价值伙伴，因而对俄的民主与法治国家建设持极具批评性的态度。尽管如此，德俄战略伙伴关系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因为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俄罗斯需要德国，德国也需要俄罗斯，双方拥有长期而紧密的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史传统。

第六节 德国与中国的关系

一 德中交往的源起与演变

德意志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接触始于13世纪上半叶。据《元史》记载，拔都远征欧洲时曾侵入当时名为“捏米思部”的德意志，并且平定了德意志各邦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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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年，科隆的传教士阿诺尔德兄弟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今日的北京。1330年前后，中国编订的世界地图上第一次出现名为“阿拉曼尼亚”的德国。16世纪末，中德开始通商。1752年初，第一条德国商船“普鲁士国王号”开到广州。在17、18世纪，中德之间已有文化、科技交流。中国的炼丹术对德国的化学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1622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到中国，他长于天文历算，在中国变更历法，推行新历法，官至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卿和光禄大夫。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最早研究中国哲学的德国学者，他在1691年著的《中国新论》中，主张欧洲人学习中国人的实用哲学。18世纪，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研究汉语，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晚年运用中国文学体裁写了14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诗。

19世纪中叶，德国开始向中国侵略扩张。1787年，普鲁士王国委任丹尼尔·皮尔为领事。滑稽的是，这位领事不是普鲁士人，而是一名英国走私商，而且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普鲁士王国的驻华领事都是英国私商。德国没有赶上两次鸦片战争，在攫取中国特权利益方面落后于英、法，这时它也不择手段“迎头赶上”。普鲁士当局决定向东亚国家派遣外交使团，并愿代表德意志关税同盟各邦国同中国等国家缔结商约。1859年秋组成该外交使团。普鲁士驻波兰华沙前任总领事艾林波（又译作于伦白）任外交使团团长，成员中有外交官、科学家、商人和64名海军军官以及见习士官，使团拥有4艘军舰。这是德国第一次向中国派遣的官方使团。1861年3月27日，艾林波一行到达上海，5月2日抵达天津，开始了同中国签订商约的活动。在英、法、俄等国的串通与支持下，艾林波及其随员巴兰德等不断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腐败无能，向德方让步。1861年9月2日，双方签订《中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正文共42款，其主要内容为：允许普鲁士使节驻北京；德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允许德国人在广州、福州、上海、天津、镇江、台湾等十几个口岸经商、租地、建造教堂等；允许德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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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另列一专款，规定自该条约换文起5年后，普鲁士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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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进驻北京。

《中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中德两国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德国之间开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后，德国的经济、政治、宗教势力，便开始在中国迅速而疯狂地扩张起来。

1865年底，普鲁士公使馆在北京设立，李福斯为第一任公使。1877年4月，清政府委派光禄寺少卿、时任驻英国副使的刘汤鸿为第一任驻德公使。德国1871年统一之后开始加快了在中国的扩张步伐。1880年3月31日，德国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续修条约》，规定中国的大量口岸对德开放。1895年，德国强行在天津、汉口设立租界。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杀。德国本来就准备占领胶州湾，教案发生后，德国便立即以此为借口出兵入侵山东。德国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在北京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将胶州湾包括南北两岸陆地及湾内各岛租给德国，租期99年。在胶东半岛的5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德国可以停泊舰船、驻扎军队，另有65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际成为中德共管区域；德国还攫取了在山东筑路、开矿的特权，等等。《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是德国对华侵略、掠夺的结果，从此中国山东沦为德国独占的势力范围。

另外，德国在勾结英、法等帝国主义攫取借款权和路矿权的同时，还帮助清政府镇压义和团。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开枪射杀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反被恩海反击时打死。德国政府便以克林德之死作为扩大对华侵略的借口，同俄、英、法、日、美、意、奥组成由德国将军瓦德西为统帅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极尽榨取威逼之能事，参与英、美、俄、法、日、意、奥、比、荷、西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德国通过此条约从中国攫取白银九千多万两，仅次于俄国。此后，德国通过借款、修筑铁路（胶济、津浦、川汉、开兖等线）、开采矿产（山西平定州、湖北鸡冠山）等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势力。

1911年，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中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德国于1913年10月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站在英法等协约国方面，于1917年3月与德断交，1917年8月对德宣战，德驻华领馆都被撤销。一战结束后，根据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四部分的规定，废除了德在华的特权。1919年9月，中德终止战争状态。1919年2月德国建立魏玛共和国。此后一段时期，中德两国出于经济、政治的考虑，双边关系迅速恢复，交往比较密切。1921年5月，中德签订《中德协约》，中德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中德协约》是中德关系史上第一个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后，曾希望加强中德合作，并多方谋求德国援助。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曾先后延聘多名德国军事顾问协助治理军队；同时，德国资本乘机大规模进入中国。希特勒上台后，曾派纳粹将领赛克特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策划所谓“堡垒战术”，“围剿”中央苏区。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德等法西斯轴心国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2月20日，德国希特勒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后来，希特勒政府在恶化中德关系方面愈走愈远，召回了驻华大使，撤走了全部在华的军事顾问，并在1941年6月下旬承认了汪精卫伪政权。中国于1941年12月对德宣战。1945年希特勒德国战败后，《波茨坦协定》中曾提到邀请中国参加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和约等问题，中国政府未派人参加。但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在柏林设立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办公处，1950年8月正式撤销。二战后，德国在华产业一律被作为敌产加以接受、清理。

另外，20世纪上半叶，中德教育科技文化交流频繁，并结出丰硕果实。德国于1906年在上海创立了同济大学，1909年在青岛建立了德中学院、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继1876年中国首次向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后，这一时期大量中国学生纷纷赴德留学，以探求富民强国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在德留学人员最多时达千人左右，他们中许多人学成归国，成为当时中国学界、经济界、实业界、军事界、政治界的精英。1922～1923年，周恩来在德国从事革命工作。朱德于1923～1925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在这段时期，德国不少友好人士，在各条战线上支持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有的人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野蛮大屠杀时，当时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拉贝为保护中国难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中德关系史谱写了感人的篇章。

二 当代中德关系的“正常化”与发展

1.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1949年，中国和德国的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这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纳粹德国在二战中败亡后，德国在美苏冷战中被分裂成两个国家：1949年5月23日在美英法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在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德国在近半个世纪内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历程，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首先，1949～1972年，中国只跟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联邦德国在外交上实行向西方“一边倒”政策，而且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受制于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和联邦德国也就不可能建立外交关系。民主德国是在苏联扶持之下建立的，跟中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而且中国和民主德国都是共产党执政。这样，中国和民主德国很自然地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首任驻民主德国使团团长是姬鹏飞，民主德国首任驻华使团团长是柯尼希。1955年4月7日，毛泽东主席颁布《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该命令宣布：“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2.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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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虽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联邦德国，但它对从国际法意义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49年建交一直到60年代之前，中国与民主德国一直是亲密的“兄弟之邦”。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签订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在内的近20个协定、议定书等外交文件；经贸合作卓有成效，50年代末双边贸易额突破2亿美元；教育、科技、文化合作非常广泛。此外，民主德国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留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重要骨干和专家。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出现了大倒退，其主要原因是中苏大论战期间民主德国领导人追随苏联领导人反华。两国政治关系虽然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但双边贸易受到的冲击并不十分大，1970年两国贸易额达7400万卢布，比上年增长24%；中国还参加了1973年的莱比锡博览会。7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逐渐缓和。1978年3月至5月，民主德国领导人表示，民主德国是中国的“可靠伙伴”，“有兴趣全面发展两国关系”。进入80年代，双边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往来明显增多，经济、贸易、科技、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有较大进展。1989年之后，民主德国很快便陷入了统一前的国内政治剧变中。1990年10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张大可离任回国。随着民主德国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外交关系即告终结，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改为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柏林办事处。

2.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

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经历了23年的试探和小步子接触。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阿登纳政府未同“台湾当局”“建交”。我国虽多方表示愿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联邦德国追随美国不同我国建交，并参加对我禁运。1954年，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同我对外贸易促进会达成协议，双方扩大直接贸易并商签民间贸易协定，但联邦德国迫于美国压力而使谈判中断。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联邦德国公使菲舍尔奉联邦德国外交部命令两次与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宦乡举行会谈，商讨遣返被中国关押的最后一批联邦德国犯人。这是中国与联邦德国第一次官方接触。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成为一个友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也欢迎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正常化。”
 
[14]

 联邦德国虽然拒绝了中国关于建交的尝试，但从这年起双方之间的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有所增加。1956年10月，中国艺术团首次访问联邦德国。1957年10月，中国贸易促进会与联邦德国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在北京签订为期一年的民间贸易协定。这一协定虽然是民间组织签订的，但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它为后来双边贸易的扩大以及双边接触创造了有利条件。1964年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两德和平统一，并对扩大同联邦德国的贸易表示了兴趣。同年5月25日，联邦德国外交部公使衔参赞汉森和维克特，两次在瑞士伯尔尼与中国代表就签订贸易与货物交换协定和互换商务机构进行磋商。后因联邦德国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未果。但会谈中双方同意新华社在波恩设立办事处，德新社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69年10月，社民党人勃兰特上台执政后，虽然表示愿意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但因热衷于推行“新东方政策”，又慑于苏联的压力，只把同中国建交列在签订东方条约之后。在这期间，双方非官方贸易往来活跃，但政治关系仍处于不明朗状态。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方共同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跟中国建交的热潮。联邦德国也与中国进一步接近，开始建交谈判。牵线人是基民盟副主席时任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施罗德和中国驻波恩的新华社首席记者王殊。1972年7月15～28日施罗德访华，与中方达成了促进两国建交的内部谅解。1972年10月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访华。10月11日，谢尔外长和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北京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只有一句话：两国政府于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此外，双方还同意签订商务条约、互派商务代表团以及举行有关航空协定的谈判。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中德关系的转折，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同年12月1日，中国和联邦德国驻对方使馆正式开馆。王殊出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汉斯·阿尔弗雷德-斯托格尔。1973年4月，联邦德国首任驻华大使鲁尔夫·保尔斯到京履新。同年6月，中国首任驻联邦德国大使王雨田到任。

1972年10月至1989年5月，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良好，1987～1988年期间两国关系还一度出现了“小高峰”。中德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无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在这期间，中国支持西欧联合自强、支持德意志民族的和平统一。在西柏林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尊重现实的态度，受到了联邦德国的赞赏。同时，联邦德国也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以牵制与平衡苏联的力量。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不少共同点。两国人员往来频繁，重要的高层访问有：联邦德国访华的有卡斯特森总统（1982年10月）、施密特总理（1975年10月）、科尔总理（1984年10月、1987年7月）、社民党主席勃兰特（1984年5月）、基社盟主席斯特劳斯（1975年9月）等。中方访德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6年6月）等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两国政府间签订了商标互惠协议、海运协定、民航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经济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在汉堡和联邦德国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协议、卫生合作协定、投资保护协定、民用空间科学技术合作议定、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等等。联邦德国迅速成为中国在西欧的重要经济、贸易伙伴。1972年建交时两国贸易额约为2.75亿美元，1988年双边贸易额已达49.18亿美元。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也很密切，1987年中国在联邦德国留学、进修的各类人员有2150人，联邦德国在华的留学生为221人。截至1988年，两国间的科技合作项目达100多个。

1989年，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遇到了重大挫折。该年6月，中国平息政治风波的举措招来了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和粗暴干涉，联邦德国采取了一些倒退的做法，从政治、经济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实行所谓的“制裁”，从而使两国关系骤然降到了只维持一般事务性往来的水平，跌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3.中国与统一德国的关系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生巨大转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了德国统一。中国副总理吴学谦在德国统一的当天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我们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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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学谦还表示，今后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统一的德国加强和发展中德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由于德国的统一是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的，从此中国与统一德国的外交关系也就由中国与联邦德国外交关系这一脉传承和发展下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动荡不定的局势相比，不仅保持着国内稳定，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之，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认识到必须恢复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于是1991年5月双边政治磋商逐渐启动，以至1992年12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彻底取消了联邦议院1989年决定对中国实行的制裁以及德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的限制，正式宣布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1993年以来的十多年中，除了1996年6月至9月德国自民党的一些人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中德关系蒙上阴影外，中德关系总体上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这期间，1993年5月科尔政府出台的《亚洲政策纲要》所展示的新的战略思想也起了积极作用。1999年以来，中德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无论从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走在了中国同欧盟其他国家前面。

（1）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最近十多年来，两国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等高级别的互访连年不断，特别是1999年以来，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访问和接触越来越频繁。德国总理科尔执政16年期间曾4次访华；德国总理施罗德任职7年，6次来华访问；默克尔2005年11月当选联邦总理后，也在半年之内专访中国。此外，赫尔佐格总统和约翰内斯·劳总统也先后访华。中国方面访问德国的国家主要领导人有：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国家主席，以及李鹏、朱鎔基和温家宝三任国务院总理，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至于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级的互访就更频繁。近年来，两国领导人还通过热线或共同出席多边国际会议相互沟通，交往更趋密切。这些高层互访、会见及会晤，不仅加强和加深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也为两国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有力地维护、促进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

（2）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科技、文化合作富有成效。中德建交虽然较晚，但中德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合作已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目前也是欧洲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中国自2002年起已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1972年建交时，中德贸易额仅为2.75亿美元；2005年底增至690.7亿美元，增加了251倍多，相当于中欧贸易额的1/3，超过了中国同英、法两国贸易的总和。2006年上半年中德贸易额为248亿欧元，同比增长28.09%；2006年全年贸易额突破700亿美元。这几年来，中德贸易额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会达到1000亿欧元。德国也是欧洲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至2005年底，中国从德国引进技术的合同累计为9049个，合同金额约340亿美元。至2005年底，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762个，协议金额214.2亿美元，实际投入114.4亿美元。德国在华投资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技术含金量高，资金到位及时。双方在上海地铁、广州地铁、若干电站、拜耳漕泾工业园、扬巴一体化等大型项目方面的合作十分成功。中德合作的上海磁悬浮铁路示范段项目举世瞩目。此外，德国政府迄今向中国承诺提供的财政合作金额达45.68亿欧元，是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欧洲国家。

中德科技合作涉及科学、航天、核能、海洋等许多领域，取得的成果也比较突出。1997年，中德设立了高科技对话论坛，迄今已举行4次。2000年在北京设立了中德科学促进中心。2002年两国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2006年，第二届中德环境论坛在青岛举行。这些都是中德众多科技合作的例证。

中德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硕果累累。中国目前在德国的各类留学人员约3万人；德国向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也有2500多人。两国间已有120多对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2006年5月默克尔总理访华期间双方商定2007～2010年德国将在中国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其中包括2009/2010年度在中国举办“德国文化年”。中国也将在德国举办“中国文化年”，并设立专事汉语教学的“孔子学院”。双方还将互设“文化中心”。两国间已建立48对友好省州（市）伙伴关系。两国之间成立的高级的、非官方的“中德对话论坛”，已经举办两届，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扩大合作作出了贡献。2000年6月，中德签署《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以来，两国之间的法律交流与合作已形成机制，迄今已经举办了7届中德法律研讨会。中国政府2001年批准德国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所有这些，作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已经并将继续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3）中德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看法和利益，相互协商和协调不断加强。中德两国都认为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双方一致主张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强调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愿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两国外交部之间有部长定期会晤以及联合国事务、军控和地区安全等专门问题的定期磋商机制。中德两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协调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中德关系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中德两国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共同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由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自的处境也有差异，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利益也是自然的。只要双方都站在战略的高度，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正确地对待、妥善地处理客观上存在的分歧和利益差异，尽可能排除可能出现的干扰，中德关系就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第七节 德国与主要国际组织

一 德国与欧盟

欧洲联盟（欧盟）是“一个欧洲各国人民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实际上，它介于国际组织和联邦国家之间。德国是欧盟的创始国之一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国之一。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向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提出了建设欧洲煤钢联营、实现法德和解、进而实现西欧一体的政府建议，立即得到了联邦德国政府的积极响应，此即著名的“舒曼计划”。1950年6月，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卢森堡六国在巴黎就上述计划开始实质性谈判，并于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签订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从而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1956年5月29～30日，在威尼斯举行的上述六国外长会议为振兴欧洲，决定起草六国共同市场与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德国为此作了最大让步，最终于1957年3月25日，六国首脑在罗马卡皮托利诺山上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通称《罗马条约》。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生效。这时，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虽然各自独立运作，但它们有两个共同体机构，即法院和议会大会。当时议会有142名议员，从1962年起改称：欧洲议会。

1967年上述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共体。联邦德国农业不发达，但为了制订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它与其他五国经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十年利益的协调，最后适应欧洲形势的发展，改变了对国家主权的观点，同意放弃本国的某些国家主权，制订了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1973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达成妥协，实现了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丹麦、英国和爱尔兰加入了欧共体。随着欧共体自身的扩大和影响的加强，内部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特别在西欧国家度过1973～1975年危机之后，曾遭到否定的货币同盟和政治同盟问题重又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7月，法国总统德斯坦与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在不来梅共同体首脑会议上共同提出并在同年12月4日正式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从而使欧洲共同体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欧洲议会的议员最初是由成员国议会按分配名额指派任命的，后在施密特与德斯坦密切合作与推动下，1974年12月欧共体海牙首脑会议决定于1979年6月举行欧洲议会第一次直接选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德两国都表现出重新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意愿，法国总统密特朗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起来，于是，在法国的支持下，1983年上半年科尔在欧洲理事会斯图加特会议上积极促成了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言”。1984年6月，在法德的共同努力下，在枫丹白露召开的欧洲理事会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重新启动的转折点。1986年，法德共同支持意大利，推动了“单一欧洲法令”的达成，从而为实现内部统一市场和启动欧洲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1986年欧共体继续“南扩”，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了欧共体。

统一以来，德国与欧盟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待下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1.坚持德法“轴心”，共同推进一体化

二战以后，法德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稳定基石。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法德轴心也出现了一些裂痕。事实上，法国和德国在涉及欧洲建设的许多重大领域，如外交、欧盟扩大、欧盟的机构改革、欧洲内部安全以及欧洲联合终极目标设想，等等，都存在分歧。但对德国来说，没有法德合作就不会有欧洲一体化和德国自身的顺利发展。法德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借重、利害与共的关系，它们的共同战略利益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一旦法德关系恶化，对德国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法国。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总是小心谨慎地要求法国以及欧盟成员国考虑德国的利益，要求采纳德国的建议，在一体化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加强领导”的原则下，贯彻其对欧政策的战略目标，谋求决策权和领导权，而不是霸气十足，“强行通过”。

2.积极推进经货联盟的建设

德国认为，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建立欧洲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联盟可以使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符合德国对欧政策的长远目标；而且可以使得德国的经济较少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冲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因此，德国虽然49%的人反对建立欧洲经货联盟、反对取消德国马克，德国政府仍然从讨论《德洛尔报告》，与法、意交换备忘录时候起，积极坚持督促建立欧盟经货联盟，推动实行统一货币。其具体做法是包括坚持按计划启动欧元，积极推动制订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坚持以德国央行的模式建立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努力促成建立《新的货币汇率机制》，并加大达标力度，以便按期启动欧元，主动制订《欧元实施法》等。

3.积极推动欧洲政治联盟的建设

德国除了积极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外，一直主张西欧政治一体化，极力主张西欧各国加强政治上的合作。为此，德国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首先，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德国主张欧盟部长理事会应采取多数通过的原则。其次，主张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德国强烈主张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认为欧洲议会应有真正的立法权和共同决策权，应该是个民主监督机构。德国也希望它在欧洲议会的议员在目前的99名的基础上略有增加。再次，敦促加强欧盟内部司法与警务合作。经济、外交与安全，以及司法与民政“三大支柱”的一体化长期呈现不均衡、不对称状况，使整个欧盟的运行机制也显得不配套、不协调和不完善，难以保证欧盟各项政策，尤其是政治一体化正常开展。随着德国与东欧国家交往的增加以及欧盟的东扩，关于欧盟内部司法和各成员国民政事务领域的合作的必要性更加突出。德国强烈希望欧洲刑警局发挥更大作用，还建议建立统一司法区，欧盟成员国之间废除繁琐、复杂的法律手续，加强法院、律师、警察和司法方面的合作，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社会稳定与安宁。

4.积极推动欧盟东扩

德国统一后，它和东欧各国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德国在1990年10月3日统一时，就强调德国将在东、西欧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全力支持东欧国家加入欧共体。1993年5月，在德国的积极活动下，欧盟确立了接纳中、东欧国家的六项条件。1994年12月，欧盟在德国埃森举行首脑会议，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欧盟向中、东欧扩大的战略。德国作为中、东欧国家的近邻以及传统上与之密切联系的国家，成为提倡欧盟向中、东欧扩大的最热心的国家，对欧盟首脑会议关于东扩的决定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在德国的努力下，波、匈、捷等中东欧和南欧十国已顺利于2004年5月加入欧盟，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经过长期的努力于2007年1月1日入盟。

5.积极敦促欧盟机构改革

欧盟机构改革实质是欧盟权力再分配，它是德国首先倡导的。经过1994～1995年间德国国内对欧盟改革的大辩论，以及1995～1996年欧盟成员国政府间会议的讨论，德国政府对欧盟机构改革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如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控制在20人以内，改变目前欧盟理事会表决时的加权票办法，欧盟理事会表决中扩大特定多数表决制适用范围，等等。在德国多年的敦促以及法国的共同推动下，2000年12月，欧盟首脑尼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签署了《尼斯条约》，在欧盟改革的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6.“多速欧洲”与一体化终极模式

长期以来，德国热衷于欧洲一体化的终极模式是“欧洲联邦”。2000～2001年间，德国的这一主张在欧盟成员国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英国坚决反对把主权转让给欧盟，法国也对此持异议，主张欧洲一体化应是国家、政府间的不断合作，其他一些小国也担心德国借此控制欧洲。于是，德国提出欧盟可以建成“既有邦联结构又有联邦结构的国家联盟”；同时，主张在一体化过程中，由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利益和要求各异，一体化只能以不同速度、分阶段推进，可以先组成“核心欧洲”，从而明确了“多速欧洲”的战略。但德国的这一战略又遭到了英国的批评。

7.主张建立欧洲独立防务体系

建立欧洲共同防务，实现防务和军事一体化，一直是包括德国政治家在内的欧洲精英们不懈追求的目标。1992年签署的《欧盟条约》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欧盟第二支柱的地位得以确立。1997年10月签订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明确了欧盟的安全与防务目标。1999年春在波恩召开的德、英、法三国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及同年6月科隆的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使之成为欧盟的“武装臂膀”和欧盟统一军事力量的基础。在这年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上，决定在2003年之前组建一支5万～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并为此设立一个常设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近年来，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其他一些冲突地区中，欧盟的防务建设逐步在加强，但要真正建成独立、统一且强有力的欧洲防务与安全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积极参与欧盟宪法条约的起草并推动其通过

《欧盟宪法条约》的制定始于2000年12月的尼斯欧盟首脑会议，当时与会的政府首脑们拟定了一条分三步的制宪道路。2001年12月，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为主席的欧盟制宪筹委会成立，次年2月正式开始制宪工作，2003年6月筹委会历时16个月拟定出了宪法条约草案。2003年10月，欧盟成员国和准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围绕欧盟宪法草案全面展开政府间谈判，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讨价还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于2004年6月18日在布鲁塞尔峰会上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的最后文本。然而，在欧盟宪法诞生的第三步中却遇到了重大挫折，在立陶宛、西班牙和德国等国批准欧盟宪法条约之后，法国和荷兰在对此进行的全民公决遭到失败，这使得原定的2006年11月条约生效根本不可能。受此影响，欧盟制宪进程在接下来的两年陷于停滞。但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并不希望经过艰辛谈判而来的宪法条约草案就此无果而终，新上台的默克尔政府决心利用2007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设法使欧盟宪法起死回生。目前，默克尔已经为此制定了一个“路线图”，力争在2009年前产生“欧盟宪法”，但这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英法等国都将陆续进行国家大选。

二 德国与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成立，该组织目前由包括德国在内的17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组成。相同的政治制度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北约的基础，所有成员国都拥有自己的完全主权。北约组织的根本目的是，在与联合国宪章一致的基础上，以政治和军事手段确保其成员国的自由和安全。北约组织还体现了跨越大西洋的联系，将北美和欧洲的安全持久地联结在一起。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日趋紧张，1948～1949年的柏林封锁使冷战达到高潮，1950年朝鲜战争使冷战升级为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美、英、法和苏联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随着国际形势的逆转以及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西方三国改变了不武装德国的原有方针。

美国决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阿登纳积极响应。他说：“我觉得，重新武装对于我国人民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通往重新武装的道路上，联邦共和国就可以争取到充分的主权。这是有关我们政治前途的重要问题。”1954年10月，美、英、法三国与联邦德国签订了《巴黎协定》，该协定于1955年5月正式生效。《巴黎协定》宣布撤销盟国高级专员公署，废除占领法规，批准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北约组织承认联邦德国为全德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此，联邦德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有限主权国家。《巴黎协定》规定，联邦德国可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为消除世界各国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恐惧心，协定规定，这支军队应完全归北约组织最高统帅部指挥，联邦德国不设最高统帅部，不得制造原子弹、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协定还明确规定，西方三国保留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和签订对德和约的权利。有关德国统一、西柏林归属以及从德国撤军等问题均由三国共同决定，联邦德国无权单独解决以上问题。

阿登纳接受美国重新武装计划和加入北约，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反对党认为，这一政策牺牲了德国的主权，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的分裂。但由于美国的支持以及国内经济的迅速好转，反对党的抗议浪潮很快就被平息下去。

90年代初，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起先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后在科尔总理访苏时，戈尔巴乔夫作出让步，同意统一后的德国有自由结盟权。1992年，华沙条约解体。自1993年起，德国政界积极支持北约东扩。90年代末，北约完成了第一阶段东扩计划，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正式加入北约。

从历史上看，德国总是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局势，是整个欧洲稳定与和平的关键因素。德国统一后，它在北约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概括来看，德国在北约这一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尽管目前该组织正在转变其职能——中发挥了四个方面的作用：政治作用、支柱作用、领导作用和桥梁作用。

首先，无论从德国加入北约后欧洲政治地图的改变对北约的政治影响来看，还是从政治意义上看，德国在北约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把自己的安全与欧洲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北约作为欧洲安全保证的柱石。随着德国安全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在北约的政治作用有了进一步增强。

与冷战前相比，现在德国的武装力量更多被作为政治和外交的工具。德国统一后，它强调的是经济与政治外交，而军事外交退居其次。北约职能的转变，即从军事职能转变为政治职能，也是北约要适应当今变化了的形势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德国参加多国部队主要是着眼于政治意义，正如《镜报》所说的，德国“参加新任务的范围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是进程的政治和精神质量”。科尔总理也说，德国必须在欧洲防务的范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

北约和欧盟合作的基本目标是吸收中、东欧和东南欧各国加入欧洲各个机构，把东欧纳入西方的政治轨道，作为当今欧洲一体化主要推动者之一的德国极力主张北约的扩大。北约东扩对德国的意义最大。首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洲大部分危机快速反应部队驻扎在德国的土地上，德国始终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前哨军事基地。而今北约把其东部边界向东推移到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德国便再也不是首当其冲的桥头堡，它的安全得到了保证。波兰及捷克的入盟可预防形成各种反对德国的新联盟，并可改善德国与这两个邻国长期以来潜在的紧张关系。而且，欧盟在北约内部的统一有助于欧洲的安全与防务一体化。

其次，德国是欧盟中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也是北约的核心成员国之一，因此，德国在北约中也起着“支柱”的作用。德国在执行北约建立多国组织的计划方面比其盟国走得更远。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受北约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德国军队的数量在北约欧洲部分占有一半左右的比例，而且装备精良，分布在六支多国部队或军团中，包括在伦茨堡的德—丹军团，在明斯特的德—荷军团，在海德堡的美—德军团，在乌尔姆的德—美军团，在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由北约欧洲司令部指挥的危机快速反应部队，还有成立于1998年的德—丹—波多国东北军团，这是一支跨越“新”、“老”欧洲分界线的北约部队。

1994年7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境外参加军事和救援行动，这使德国可以为北约承担更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国际义务，大大减轻了北约以及西方国家的重负，德国也就此成为北约的“支柱”之一。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是德国历史上的突破，冲破了战后最大的禁区之一。此后，1994年为平息波斯尼亚局势，北约采取了联合军事介入行动；1999年，北约出兵干预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的动乱政局；2001年“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阿富汗发动了反恐战争，德国联邦国防军都积极参与了这些军事行动，甚至超出欧洲的范围，远达亚洲内陆地区。

德国位于欧洲心脏地带，是欧洲邻国最多的国家，是北约兵力部署的重地。因此，它的战略地位对北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另外，在北约成员国中，德国的财力仅次于美国。由于德国在欧洲已经位居经济霸主的地位，所以美国认为，德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是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没有德国的财政资助，北约的行动将会相当困难。从财政上看，德国承担了北约防务开支中欧洲国家份额中的29.2%，占欧洲国家首位。

再次，德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有了明显提升。自从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以来，德国在北约的地位不断得到改善，从被压在底层的“小兄弟”升至美国认为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伙伴”。目前，作为北约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德国被美国视为它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并要让德国同它一起分担北约的领导工作。事实上，德国已经在欧洲和北约发挥着一定的领导作用。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没有他国可敌，更何况德国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的立场同美国的战略也相差不大。美国想提高德国在盟国中的地位，促使德国承担更大责任，减少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沉重负担，从而使美国有选择地介入欧洲事务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此外，美国利用德国实行“融合战略”，即以民主、经济、安全“三大目标”对中欧和东欧国家进行“融合”的战略。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德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作用逐步得以实现，德国新一代的军官已进入北约等军事组织的要害部门，这使德国的领导作用在今后将更加突出。

另外，德国在北约中还起着沟通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北约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尽管美国对北约“欧洲化”的计划感到担忧，同欧洲一些国家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但德国设法让这些国家同美国保持紧密关系。例如，1996年3月德国就北约指挥机构的改革问题向法国提出警告。德国不同意法国提出的在西欧联盟内建立一个欧洲指挥部的建议，尽管德国同意巴黎的意见，在北约防务计划中的“欧洲支柱”应该得到加强，以提高北约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

德国对中东欧和俄罗斯的援助是西方援助这些地区的最大出资国，同时德国对这些地区的建设也在持续作出贡献。因此，德国对前东方集团的影响较大，而美国正希望德国把东欧纳入西方轨道，同时希望欧洲成为美国所企望的欧洲。此外，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德国也发挥了沟通北约与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桥梁作用。

三 德国与联合国

1945年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其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安理会最初只有11个国家，从1965年起，由15个国家组成，包括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现为俄罗斯联邦）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每两年改选一次。安理会调解国际争端一般采用三种方法：斡旋调解、经济制裁等非军事性强制措施和共同的军事行动。迄今为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和平使命，一是创造和平使命，二是包括派遣维和部队在内的保障和平使命。派遣维和部队必须经安理会授权委托。

早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已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建立了联系。50年代初，联邦德国被接纳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随后的20年中，联邦德国虽然未加入联合国，但几乎已成为它的所有下属机构和组织的成员。1973年9月18日，第28届联合国大会同意接受原联邦德国和原民主德国为第133和134个成员国。1990年两德统一，随着统一后实力的逐步增强，德国对外交政策走向作了相应调整，从原先的“立足德国，走向世界”转为“立足欧洲，走向世界”。德国政界人物在不同场合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声明，德国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占有与其义务相对称的地位。原联邦外交部长金克尔直言不讳地说：“德国有权要求超出欧洲的范围，在全球从政治和经济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责任。”为达到此目的，德国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尝试：

（1）试图修改宪法。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不是永久宪法，而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临时宪法。由于受当时战败国条件制约，《基本法》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德国统一后，战败国地位的阴影终于消失，顺理成章修宪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由于诸多因素制约，全方位修改《基本法》一时还未能如愿以偿。

（2）向海外派兵。《基本法》第87条第1款和第24条均禁止德国向国外派兵。德国统一伊始，面对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武装冲突，一开始表现得很克制。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就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出兵，只是出一笔钱。1993年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终于在尚未修宪的情况下，以341票赞成、206票反对、8票弃权的表决通过了向索马里派兵1640人，援助联合国为重建该国采取的行动。此后，德国参加过17次联合国维和部队行动，并于1999年第一次派兵参加北约发动的战争，轰炸南斯拉夫，然后又派遣8500名士兵参加驻科索沃国际维和部队。

（3）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在谈判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时，德国前外交部长金克尔曾声言：“另外，德国和日本在联合国获得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愿望。美国在多年前就首先提出了这个建议。”德国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这一设想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德国是联合国的第三大交纳会费者，支付的金额占联合国正规预算的8.93%以及和平行动预算的8.97%。许多国家认为，鉴于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作出的建树，安理会一旦改革，德国理应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但多年来，由于联合国改革的复杂性、申请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较多，更主要的是德国入常需要得到美国和法国等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德国的入常之路颇为艰难，真正要实现这一梦想，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此外，德国与联合国下属的其他一些专门机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德国也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而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源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其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由于其在以美苏冷战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从一开始德国就是这三大国际组织的缔约国。随着德国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露，因而其在国际自由贸易、国际资本和世界货币中的作用也迅速提高。德国为此不遗余力地和美国推动国际多边贸易谈判，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以欧盟为依托，大力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贸易体系。德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它在世界银行拥有4.5%的表决权，仅次于日本居第三位；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大董事国之一，德国在该组织拥有的特别提款权（SDRs）6.09%，表决权5.99%，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经济合作中具有十分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德国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和密切的合作。

联合国总部以及世界各地下属机构组织共聘用工作人员5万多人。总计18000个较高职位中有750个由德国人担任，在联合国秘书处负责岗位上工作的德国人有123名。德国工作人员在最重要的组织中所占比例约为9%。

德国统一后，为提高国际地位和威望，联邦政府努力使联合国的一些下属机构迁至德国。至今已有5个机构移驻德国，其中大多数落户于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大型“栗国别墅”。计有联合国志愿服务计划署（UNV）、联合国新闻中心（UNIC）、迁移性野生动物各种协议（所谓“波恩公约”）秘书处、气候环境框架公约秘书处以及联合国反对沙漠化公约秘书处。

第八节 德国的发展援助政策

德国是重要的西方经济大国，在发展援助方面，德国作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5个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在该委员会各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1970年占9%，1975年占12%，1980年占13%。在一段时间里，它是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名列第三的援助大国，但是从1983年起落到第四位，除了个别年份外，基本上保持在这个位置上。例如，德国1995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107.87亿马克（约合75.2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位居第三。但是1999年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净额仅为54.78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6%，重新处于第四位，尽管其净资金总额仅比处于第三位的法国略少。总体而言，德国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排名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位次大体相当。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对外发展援助

1992年，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118.259亿马克的历史最高水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37%。其中双边援助为81.749亿马克，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70%，这其中，赠款为69.387亿马克，优惠贷款为12.363亿马克；在多边援助中，交付欧盟18.344亿马克，交付世界银行集团10.099亿马克，向联合国交付5.583亿马克，其余2.484亿马克交付其他国际多边机构。到1996年时，德国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为114.371亿马克，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32%。而从1997年开始，其总额和比例则明显下降：1997年为101.563亿马克，比例为0.28%；1998年总额为98.18亿马克，比例仅为0.26%；1999年总额为54.78亿美元，比例为0.26%。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滞缓，德国对外援助的规模未见提高，基本上稳定在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6%～0.28%的水平，2005年在援助规模方面，德国位居美、日、英、法之后，仅排世界第五位。

根据德国经合部2003年的统计，在2002年德国35.31亿欧元的双边发展援助中，非洲为10.69亿，占30.0%；亚洲及大洋洲9.598亿，占27.2%；东南欧及前苏联地区6.02亿，占17.0%；中南美洲3.77亿，占10.7%。从双边发展援助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根据经合部的数据，在1998年的76.652亿马克中，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及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人口项目和供水等）为32.27亿马克，占42.1%；用于经济基础设施及服务（包括交通、通讯、能源、金融等）为9.03亿马克，占11.8%；生产部门（工业、农业等）为9.30亿马克，占12.1%；跨部门的（环保、妇女等）为9.375亿马克，占12.2%；商品援助等为1.92亿马克，占2.5%；债务安排4.47亿马克，占5.8%；紧急援助约为3.05亿马克，占4%；管理费用等为7.238亿马克，占9.4%。

德国各个州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额（不包括提供奖学金）自90年代以来也呈下降趋势。1993年，德国16个州提供的援助总额约为1.725亿马克，1994年已降为1.478亿马克，以后逐年下降，1998年仅为1.268亿马克。不过，各州提供的奖学金总额则有所上升，1993年约为5893万马克，1998年已升至7762万马克。在这两项中，北威州都名列第一，其次为巴符州和柏林市等。各个州提供的援助包括向建立伙伴关系的有关国家的省市一级。

在官方发展援助数额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出自于包括各个教会、基金会、民间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自有资金以及个人捐款在内的私人发展援助则始终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70年时，其总额仅为2亿多马克，1984年已升至约10亿马克，1992年为13.35亿马克，1998年达到17.099亿马克。

1998年10月上台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反复强调，发展援助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发生冲突的根源，即一方面通过发展援助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另一方面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时任经合部部长维乔雷克·佐伊尔女士则强调发展援助政策是“全球性的结构政策”，是促进和平、预防灾难和冲突发生的政策。在此之前，社民党在1997年12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项题为“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议中，多次提到“全球未来发展的能力”、“发展援助政策意义的转变”以及开辟发展援助的新领域等设想，可以说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并且构成了与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宣言》的基础。

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根据《联合宣言》的要求，将改进德国的发展援助工作放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上，具体内容包括：（1）发展援助工作进一步由经合部集中统一管理，避免各部分散管理（但是外交部仍然继续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不交给经合部）；（2）新政府虽然没有同意德国许多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制定一部《发展援助法》以规范发展援助的要求，但答应考虑能否把一部分机构合并，以提高援助工作的效率，等等。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在90年代末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从以前不愿公开承认官方发展援助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有关、不愿承认发展援助与本国经济利益有关转为主张发展援助必须与民间企业、私人经济密切结合，即国际上通行的“官民合作”。1996年9月，德国经合部首次正式宣布鼓励私人经济参与发展援助，经合部部长维乔雷克·佐伊尔也不失时机地宣传和鼓励“官民合作”。近些年来，在政府与民间企业合作进行发展援助方面，德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鼓励企业进行项目混合融资，通过投资公司参与小型、短期以及跨地区的“官民合作”项目等。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变以往的“喷水壶方式”为突出重点。德国的官方援助遍及世界150个国家，其中约80个国家获得的资金出自德国经合部，其他国家获得的官方援助资金出自德国其他各部及各州政府。德国经合部现已确定了70个发展合作伙伴国，其中38个是重点伙伴国，大部分为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另外32个是普通伙伴国。其主要意图是把有限的官方援助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德国对国际发展援助事业所做的另一个独特贡献是把波恩建成了一座联合国城和国际发展援助的中心之一。两德统一之后，迁都柏林，波恩除了作为德国第二政治中心的作用外，还建设成了继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之后的一座新的联合国城。目前联合国的气候框架公约秘书处、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国志愿者组织等已相继设在波恩；德国经合部以及其他一大批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也都继续设在波恩或相继迁往波恩。目前，波恩经常举行各种国际会议，尤其是与全球化和发展援助有关的各种国际会议，作为一座新型的国际城为世界发展援助作出贡献。

二 德国对世界各地区的发展援助

1.德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

德国的政府和民间对非洲尤其是对次撒哈拉非洲的发展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原因。近20年来，德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额稳居世界前列，仅次于法国和美国。这与德国政府对德非合作与发展的重视不无关系，仅在90年代，德国经合部就先后在1992年8月和1998年3月制定了两个《与次撒哈拉非洲各国发展合作纲要》。从援助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项目援助的比重有所减少，紧急援助、维和行动和债务减免的比重不断提高。

愈益加重的外部债务负担是影响非洲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德国先后同30多个重债穷国（其中多数是非洲国家）签订双边的债务减免协议。在1978～1987年的十年间，德国一共免除次撒哈拉非洲24国42亿马克的债务；1988年6月又宣布免除该地区6国22亿马克的债务。截至1995年，德国一共免除财政合作的债权数额为91.3亿马克。在1999年6月科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在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倡议下，决定西方发达国家一共免除36个重债穷国7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有德国的债权约90亿马克，涉及30个国家。在2000年4月初于开罗召开的非洲—欧盟第一届首脑会议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宣布德国进一步免除非洲的所有贸易债务共约7亿马克。这样，重债穷国所欠德国的100亿马克债务大部分都被免除了，这也是广大舆论尤其是德国非政府组织一再要求的结果。但是总的来看，减免的数额仍然不够多，速度也不够快。非洲国家普遍要求无条件全面减免债务，法国在开罗会议上也提议两三年时间内免除最穷国所欠的一切双边债务，德国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要区别对待，不同意宣布一律免除。

2.德国对亚洲的发展援助

亚洲政策是德国以及欧盟全球外交中的重要一环。90年代初，随着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在德国总理科尔于1993年春访问印度、中国、日本等亚洲主要国家之后，出台了经济与政治并举的新亚洲政策，亚洲开始在德国对外关系中“享有优先地位”，并把日本、中国和印度作为三个重点国家。德国经合部和联邦政府先后出台了亚洲政策指导方针，提出要增加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与亚洲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并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在德国的影响下，欧盟其他国家和欧盟自身也在90年代中期出台了新的亚洲政策，试图与亚洲国家建立一种平等稳定的伙伴关系，并开创了亚欧会议这一定期的制度性沟通与合作平台。

印度是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重点国家和最大的受援国之一。针对印度既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又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贫困人口高达3.5亿。针对这一“二元社会”的情况，德国实行双重的援助战略，即一方面在消除贫困方面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则帮助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经济和社会基础。1990～1995年，德国平均每年提供的财政援助约为3.5亿马克，技术援助约为3800万马克，其中约50%用于消除贫困。在德印双边政治对话中，德国方面对印度把发展援助的资金用于增加军费开支表示不满。由于印度在1998年5月进行了核试验，德国暂时中止了当年的援助（2.7亿马克财政援助和3亿马克混合贷款）。2000年5月18日，德国和印度外交部长在新德里签署了《21世纪德国印度伙伴关系议程》，旨在继续推动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教、文化、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并继续在裁军与不扩散武器方面的对话。

3.德国对拉丁美洲的援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逐步摆脱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困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3%，远高于80年代1%的水平；与此同时，拉美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也稳步增长，2000年已超过900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这一区域化组织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四大区域化经济集团；欧盟和该组织的双边贸易额和投资额也大幅增长，1998年的欧盟对拉美投资额甚至超过了美国。在欧盟和拉美之间地区合作框架下，德国也加强了同该地区的合作。1992年12月，德国经合部推出《与拉丁美洲的发展合作纲要》，1995年5月，通过了由外交部和经合部牵头制定的《拉丁美洲纲要》，开始推行德国的“新拉美政策”。随后，德国领导人频繁出访拉美各国，加强与拉美国家的联系。

在90年代中，拉丁美洲各国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失业率比较高、对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问题。德国对拉丁美洲进行发展援助的具体目标就是为了缓解这些问题。在对拉美国家的双边发展援助中，德国对古巴的发展援助具有特殊的意义。2000年，中断了近40年的德国对古巴官方发展援助得以恢复。德国经合部长于2000年访问了古巴，联邦议院也于同年批准了德国政府的相关法案。随后，德国经合部开始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向古巴提供合作，并接受古巴环保工作人员赴德进修培训。德国政府与古巴政府签订了债务重新安排协议，并鼓励德国公司向古巴出口商品。德国政府与古巴政府还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互派人员进修和授课。此外，德国还将在《科托努协定》范围内向古巴提供发展援助。

4.德国对地中海地区的发展援助

地中海地区是欧盟的东翼和南翼，主要包括中东和北非地区。由于它是欧洲的近邻，出于人口压力、贫穷、社会动荡和战乱等原因，每年都有各种合法及非法的移民进入欧洲，目前欧盟各国的北非移民已达200多万人。这种状况迫使欧盟迅速实行共同的“南下”战略，即地中海政策。根据1995年11月欧盟外长和地中海地区12国外长巴塞罗那会议通过的《共同宣言》，这一政策包括：建立稳定的政治结构、确保和平与安全；建立自由贸易区并由欧盟提供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加强民主、人权领域以及反种族主义方面的对话。2000年6月欧盟费拉首脑会议正式为此制定了共同战略，其目标是“通过政治与安全的伙伴关系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共同区域”，“通过经济与金融的伙伴关系建立共同繁荣的区域”。在欧盟的这一总体框架下，德国经合部于1993年提出《与中东和地中海南部及东部地区国家发展合作纲要》。1999年，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持了欧盟—地中海国家第三次外长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巴塞罗那进程”，会议决定起草《地中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宪章》。2000年10月底，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中东六国，在埃及出席了“德国工业中心”奠基仪式，访问黎巴嫩时确定与黎开展供水及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访问叙利亚时宣布部分减免该国所欠德国的25亿马克债务，并重新向叙利亚提供发展援助。

5.德国对中东欧及独联体的官方援助

德国是中东欧及独联体各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1994年，德国在欧盟与部分东欧国家的“联系国协定”和“法尔计划”下向该地区提供的援助占经合组织提供援助资金总额的1/3以上。1996年，德国提供的官方援助为19.99亿马克，1997年为11.45亿马克，1998年为11.72亿马克。德国政府为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制定了名为“转型计划”的援助计划，主要用于进一步改善这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框架条件，促进其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为其中的欧盟申请国入盟进一步创造条件，2000年德国共为此提供1.1亿马克。在《东南欧稳定公约》签署之后，德国自2000年起的4年内为该地区每年提供3亿马克的援助。2000年，德国还向南斯拉夫启动了共计5000万马克的紧急援助计划，主要提供南斯拉夫急需的电力设备、药品等。同年底通过的2001年对外财政预算中，德联邦政府计划再向南斯拉夫提供1亿马克的援助。

三 德国对中国的发展援助

德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而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发展合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达到双边援助的第一位或第二位。

1979年，中国被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承认为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开始，德国对中国提供双边发展援助和合作。援助形式包括财政援助、技术合作、粮食援助、紧急援助、项目外奖学金和资助研讨会等。其中，财政援助是主要形式。20年间，德国向中国提供的低息贷款约占援助总额的2/3。1980～1994年6月，德国共向中国提供7.23亿马克官方发展援助，用于60个左右技术合作项目。此外，德国还为财政合作项目提供低息贷款，至1994年已累计为19.1亿马克，这些援助资金主要用于扶贫、环保、人员培训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等。1999年，德国向中国提供2.05亿马克发展援助，其中包括1.6亿马克财政援助和0.45亿马克技术援助。2000年提供约1.35亿马克的发展援助，包括9000万马克的优惠贷款和4500万马克的赠款，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和技术合作。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德中发展援助累计金额达46.8亿美元，用于120多个項目，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林业等领域。今年，中国将从德国联邦资金得到发展援助金6800万欧元，同时，提供给中国的无偿技术合作援助资金约为1600万欧元。

德国对中国开展官方发展援助的机构主要是1982年开始工作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1985年开始工作的复兴信贷银行和德国投资开发公司，2000年1月，这三家机构在北京共同设立“德国发展合作办事处”。三个负责发展援助的机构共同建立办事处的举动在德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这一方面表明了德国对中国发展援助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提高了德国对华发展援助工作的效率。

第九节 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

除了传统的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之外，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是德国对外政策的第三支柱，它是德国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文化政策的目的是介绍合乎时代要求的德国形象，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建设并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具体来说，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任务有三：一是向外国全面介绍德国及其文化成就；二是促进世界对德语的了解，推广德国语言；三是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同外国进行文化交流，消除偏见，增进相互了解。

一 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历史演变

作为德国的软实力，包括德国科学、教育、艺术、体育和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广义德国文化”是德国文化外交的基础。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同样是德国整体对外关系中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政策之一，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带有不同的、深刻的时代烙印。随着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德国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并很快超过老牌殖民强国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德国这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不甘心在殖民竞争中落到受制于人的地位，而是积极开展“世界政策”，挑战英、法，要求与其他国家一样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然而，
 
[16]

 20世纪初的两次摩洛哥危机使羽毛初丰而蒙受外交失败的德国意识到，仅靠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手段不能实现其争夺世界政治强国的梦想。在此背景下，“文化外交政策”作为推行德国强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便应运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德国“世界政策”的破产，战后的德国处于国际孤立状态，军事和经济实力损失殆尽，唯有文化实力尚存，文化外交再次受到重视，成为战败的德国维持国际声誉的最重要实力。战后不久，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成立了包括外交部文化司、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洪堡基金会以及歌德学院在内的众多负责对外文化教育工作的机构，为以后的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是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大发展的时期，其核心内容借用当时普鲁士王国文化部长贝克的话，是有意识地利用文化手段对内稳定统治，对外参与竞争。希特勒时期，德国文化外交成为纳粹德国推行强权和法西斯侵略外交的工具，当然也随着纳粹德国的毁灭而寿终正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再次沦为战败国，受到国际孤立，失去了国家主权。文化再次成为德国冲出孤立、再造德国“文化民族国家”形象、争取“作为文化民族国家”重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文化自我宣传，树立文化国家形象，淡化因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世界上留下的好战形象。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已确立了世界经济贸易强国的地位，作为平等的文化伙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文化外交再造德国文化国家形象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或者说不那么迫切，德国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开始从平等的角度强调与其他国家和文化开展交流与合作。此时的文化外交被明确定义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成为德国推行东方政策和在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下维护德国文化统一的重要手段。

冷战后，德国再次实现了民族统一，重新获得国家的安全主权，国际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大责任”（突出表现在谋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政策上）。国家的外交利益也发生了变化，外交重点开始以欧洲为基地，进一步向全球范围扩延，以图实现其国家利益，加强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和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人权和民主”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随着外交政策的转变，德国政府，特别是1998～2005年执政的红绿联盟政府，也重新定义其文化外交政策的原则，把在全球推进“人权、民主”和加强德国在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强国地位作为新的文化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

二 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

联邦外交部本身只是部分地实施其文化政策，它在一定程度上同各州政府、教会、工会、体育协会、各政党等就此开展合作。此外，受外交部的委托，如歌德学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对外关系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执行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绝大部分任务。另外，还有联邦议院中各个政党的基金会，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日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彩虹基金会、诺曼基金会以及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等中介机构也都执行这方面的使命。

歌德学院1951年成立，总部设在慕尼黑。歌德学院在80个国家里设有144个分院，其中在德国有16个分院。它们开设德语培训班，对外国德语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并举办朗诵会、戏剧表演活动、电影展以及各种讨论会。歌德学院是一个独立的、非官方的、非商业性的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对外德语教学和促进国际文化合作。国外分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为语言学习班的学费，1992年预算为3亿马克左右。它的管理机构是理事大会、主席团和董事会。1993年选出的院长希尔玛·霍夫曼任职4年。德语学习班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其中初级和中级班又分别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学习班互相衔接，但又彼此交错，因此学员可以跳级学习。初级班第三阶段、中级班第三阶段和高级班结业时都有结业考试。在弗赖堡、哥廷根和曼海姆设有分院，中级班第三阶段结束时，还设有大学入学德语考试（PNDS）。各类结业考试证书和成绩单，作为掌握德语的成绩证明，在国际上得到承认。从歌德学院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300多万人参加过德语班的学习。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成立于1988年11月1日，目前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数码大厦B座17层。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是德国高等院校的自治机构，1925年成立，1945年被取消，1950年在波恩重建。该机构的宗旨是促进德国与外国的科学关系，实施在校学生、高校实习生、青年科学家、大学教师以及专业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的交流。这个机构的高校成员也是德国大学校长会议的成员。该机构的任务有：对国内外学生及青年学者提供奖学金；与东欧、东南欧国家进行教师交流；向国外大学派遣教师；组织高校实习生交流；实施柏林艺术家纲要；组织或接待国内外科学界、传媒界及艺术界个人与团体的考察；德国以及外国高校系统的信息交流与发布等，并在开罗、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莫斯科、北京、新德里等设有派出机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由德国政府资助，执行德国的文化和科学政策、发展政策以及高校政策。至2001年底，它的成员包括德国231所高等学校和128个大学生团体。有大约68000名大学生和科学家受到它的资助，将近500名大学教授被派往世界各地授课。DAAD北京办事处成立于1994年。它主要是资助中德两国的学生和学者的交流项目，为中国有意留学德国的人提供信息并促进中国高校和德国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DAAD还在上海、广州和香港分别设立了信息中心，促进与当地的合作与交流。DAAD驻北京办事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8号亮马河大厦B座。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Inter Nationes）是成立于1952年的德国官方机构，总部位于波恩，负责接待外国客人，通过各种电影、录音资料和印刷品对德国情况作全面的介绍。自1969年设立了奖金，对各国那些对德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士给予奖励。1987年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诗人冯至以文学艺术奖，冯至将所得1万马克奖金设立冯至奖，以奖励在德国文学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者。自2001年1月起，它与歌德学院合并，改名为歌德学院国际交流中心（Goethe-Institut Inter Nationes），从而成为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最大执行机构。

对外关系协会主要从事文化对话，比如举办巡回展览会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03年以来，主要是在中欧和东欧通过外交部和公益性基金会之间的合作来为文化中心和文化学会提供资金。

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是德国最大和享有盛誉的官方基金会。各国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均可以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向该基金会申请奖学金，去德国从事科学研究或业务进修。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国外开设的德语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学校有117家，学生7万名（其中5.3万名为非德国国籍学生）。私人性质的协会也承办了一些学校，并通过学费和捐赠对办学进行巨大的经费投入。在2000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外交部倡议推出了一档“欧洲—伊斯兰文化对话”的特别节目，其目的是帮助增进与伊斯兰国家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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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翠柏、刘成琼编著《巴基斯坦》

施玉宇编著《土库曼斯坦》

陈广嗣、姜俐编著《捷克》


2005年度


田禾、周方冶编著《泰国》

高德平编著《波兰》

刘军编著《加拿大》

张象、车效梅编著《刚果》

徐绍丽、利国、张训常编著《越南》

刘庚岑、徐小云编著《吉尔吉斯斯坦》

刘新生、潘正秀编著《文莱》

孙壮志、赵会荣、包毅、靳芳编著《阿塞拜疆》

孙叔林、韩铁英主编《日本》

吴清和编著《几内亚》

李允华、农雪梅编著《白俄罗斯》

潘德礼主编《俄罗斯》

郑羽主编《独联体（1991～2002）》

安春英编著《加蓬》

苏畅主编《格鲁吉亚》

曾昭耀编著《玻利维亚》

杨建民编著《巴拉圭》

贺双荣编著《乌拉圭》

李晨阳、瞿健文、卢光盛、韦德星编著《柬埔寨》

焦震衡编著《委内瑞拉》

彭姝祎编著《卢森堡》

宋晓平编著《阿根廷》

张铁伟编著《伊朗》

贺圣达、李晨阳编著《缅甸》

施玉宇、高歌、王鸣野编著《亚美尼亚》

董向荣编著《韩国》


2006年度


章永勇编著《塞尔维亚和黑山》

李东燕编著《联合国》

杨灏城、许林根编著《埃及》

李文刚编著《利比里亚》

李秀环编著《罗马尼亚》

任丁秋、杨解朴等编著《瑞士》

王受业、梁敏和、刘新生编著《印度尼西亚》

李靖堃编著《葡萄牙》

钟伟云编著《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赵慧杰编著《阿尔及利亚》

王章辉编著《新西兰》

张颖编著《保加利亚》

刘启芸编著《塔吉克斯坦》

陈晓红编著《莱索托 斯威士兰》

汪丽敏编著《斯洛文尼亚》

张健雄编著《欧洲联盟》


相关链接


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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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布衣著

2006年10月出版 28.00元

ISBN 7-80230-299-4/D·054

战争及其罪孽，德国人与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和反思？游行于战争及其罪行相关的重要之地，通过与各色人物的访谈对话，通过对文学作品、戏剧、电影、电视、博物馆、教科书、纪念碑等文化产物的挖掘认知，作者回溯了战后50年间两国政府和民众在面对战争的罪孽与伤痕的作为，力图找到日本人与德国人在面对历史，面对自己曾经造成的罪孽时的相同与不同，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以及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集体记忆。


德国“女总理夫人”——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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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生 编著

2006年5月出版 25.00元

ISBN 7-80230-059-2/K·244

21世纪初的国际政坛“巾帼风”中，德，新任女总理默克尔是非常抢眼的一位。对于默克尔，人们仍有很多未解之谜：一个曾经的东德的少先队员、青年团员怎么会成为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一个总爱流泪的“科尔的小姑娘”又是如何变成成熟的政治家的？有人说她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也有人说她谨慎务实，直率坦诚，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还有，她的科学家的背景对她的政治生涯有何影响？她的家庭、童年、爱好、婚姻……又是如何？本书将告诉您这一切。


欧洲十一国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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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著 李冰涛 校注

2007年1月出版 35.00元

ISBN 978-7-80230-472-7/K·066/

本书为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时所写。百日维新后，康南海开始了“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的考察生活，“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游历感触颇多，回国后写成《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即为本书收录的主要篇章。这些游记文字涉及了很多方面的观感记录，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具有极高的价值。


欧洲中国学（附SSDB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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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长著 孙越生 王祖望 主编

2005年9月出版 380.00元

ISBN 7-80190-676-4/K·191

《欧洲中国学》是一部大型的按国别叙述的专题性著作，共200余万字，包括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帝俄苏联俄联邦等17部分。尽管它没有包括全部欧洲国家，但是它已经涵盖了英法德俄等诸大国，取名《欧洲中国学》是当之无愧的。各国的排序是以各国中国学出现的先后排列的，各国中国学出现的标志是该国高等学府设立中国学课程的时间，因此，本书的时间跨度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将近200年，如果从其序幕阶段——明末清初欧洲各国传教士的文化交流活动算起，那就是400年了。本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对于研究中欧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当今中欧文化交流的开展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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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德文 著

2005年4月出版 33.00元

ISBN 7-80190-491-5/D·151

本书对欧盟阶段的共同体社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形态与趋势。本书认为，欧盟已经建成了一个新型的“超国家社会政策区域”，使成员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福利国家改革的过程中，共同体层面上确立的“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协调机制使得欧盟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改革的共同体”。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化发展的一个方面，“欧盟社会政策体系”在确立“欧洲认同”、建构“欧洲概念”、实施“欧洲治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欧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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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辉 著

2005年12月出版 29.00元

ISBN 7-80190-864-3/F·274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中欧贸易摩擦的著作。全书从总体上探讨了中欧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和对策，并对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保障措施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摩擦进行了重点剖析。书中还首次以“西班牙烧鞋事件”为案例对中欧民间贸易摩擦进行了剖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www.ssap.com.cn

1.查询最新图书 2.分类查询各学科图书

3.查询新闻发布会、学米研讨会的相关消息

4.注册会员，网上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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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网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读者俱乐部”、“书评书摘”、“论坛”、“在线咨询”

等为广大读者、媒体、经销商、作者提供了最充分的交流空间。

“读者俱乐部”实行会员制管理，不同级别会员享受不同的购书优惠（最低7.5折），会员购书同时还享受积分赠送、购书免邮费等待遇。“读者俱乐部”将不定期从注册的会员或者反馈信息的读者中抽出一部分幸运读者，免费赠送我社出版的新书或者光盘数据库等产品。

“在线商城”的商品覆盖图书、软件、数据库、点卡等多种形式，为读者提供最权威、最全面的产品出版资讯。商城将不定期推出部分特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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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image: ]


英国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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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旗

[image: ]


英国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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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宫仪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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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大厦和大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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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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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上的伦敦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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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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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新开馆的英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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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的皇家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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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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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的哈里奇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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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油田的一座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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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羊多利与她的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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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皇家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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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老皇家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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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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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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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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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欧洲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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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艺术节上的军乐表演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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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大使序

将英国从罗马时代直到今天的历史和文化浓缩到一本书中，这是一个听起来都会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即使对英国人来说，向中国朋友讲述我们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也绝非易事。英国的政治和文化机构可能仍根植于过去的传统，但今天的英国已同维多利亚时代有了天壤之别。21世纪的英国是充满动感的、开放的、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

中英双方对彼此都非常重要。现在的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阶段。简单地说，在商业方面，英国公司投资中国的行动和决心是首屈一指的；在教育方面，到英国求学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正在不断增强，两国之间的交往也会因此不断加强。

不断提高对两国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我非常感谢王振华教授对此所作的重要贡献。

[image: ]


英国驻中国大使 韩魁发爵士

2003年


导言

英国是一个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国家。英国作为一个人口有限、面积狭小、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资本主义强国。这里除了某些客观条件之外，主要在于它较好地把握住了历史所提供的机遇，较早地进行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创立和发展了强大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先走了一步，为它后来争雄世界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使它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居于领先地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英国开始丧失其工业优势地位，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使英国的衰落变得更为明显和急剧。延续几乎整个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英国病”于此肇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英国衰落的进程。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已无可挽回地由世界一流大国沦为一个在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只能发挥二流作用的中等工业发达国家。但英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只不过是在向其本身资源、人口等客观条件所能允许它担当的角色回归。英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在世界上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霸权地位。现在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只不过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仍是一个具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实力和科技基础的中等工业发达国家。其国民财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虽已被一些后起的、发展更为迅速的国家所超过，但大体上与其自身的资源和客观条件相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状况已有明显的改善，近百年来持续不断的衰落趋势似乎已得到某种程度的遏止。英国有可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保持其二流中等发达国家的地位。

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能够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时地进行局部的调整，在保持旧有形式的前提下实现内容更新。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进行的三次重大调整，就表现了它在这方面较强的应变能力。战后初年，英国面临着与战前迥然不同的世界和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人民强烈要求变革。艾德礼工党政府实施了以国有化、充分就业和建设福利国家为重要内容的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之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尽管对工党的价值观念及其政策方针存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疑虑，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把工党政府搞的那一套接过来，稍加修饰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人们把这套两党共同推行的大体一致的方针政策，称为“巴茨克尔主义”。这种被称为巴茨克尔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曾对医治英国的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促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和稳定的实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茨克尔主义似乎已走进死胡同，于是“撒切尔主义”便应运而生。1979年保守党内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右翼上台执政，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撒切尔主义的推行，引起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英国治理经济的政策方针较过去有了重大改变，自由竞争的原则和精神已广泛而深入地贯穿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中兴”。不过，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化改革尽管在激活市场、提高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效应：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排斥现象，加剧了工薪阶层的无保障感，危及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提出以“第三条道路”作为自己治国纲领和方略的核心与理论基础。布莱尔声称，第三条道路是一次认真的重新评价。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第三条道路旨在创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力图全方位推进西方社会的第二次现代化。它试图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把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结合起来，把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结合起来，把社会竞争、个人创业与社会团结互助结合起来，开创一种能够缓解大规模失业与贫富严重分化的新局面。“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政策与理论探索，目前尚难以对其做出完整准确的评断。不过，就布莱尔执政10年的政策实践来看，这一政策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其内政和外交都出现了许多新气象。英国即便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下，失业率在欧盟主要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政府财政状况总体良好。在推进“新经济”方面，英国走在欧洲国家的前列。英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使英国人的大国心态得到了某种满足。但第三条道路既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谋求改良，它就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制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进程和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贫富两极分化都在进一步加剧和扩大，这和第三条道路所宣扬的“平等、自由和公正”的价值目标相悖。教育和培训被布莱尔视为提高竞争力和消除社会排斥现象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加剧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因而“社会公正”实际成为一句空话。而英国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使英国经济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陷入严重衰退的局面。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布莱尔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得英国成为美国推行“民主输出”战略的小伙伴。伊拉克战争则是招致布莱尔下台的一个导火索。

英国外交具有一种审时度势的应变“天赋”，能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只要能争取到的利益，决不放弃；但也不做那种明知不可为却还要为之的事情。英国是玩弄均势外交的老手，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借助多方面的联系和他人的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所以常常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作用和影响。“三环外交”是丘吉尔战后为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丘吉尔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英国作为二战中战胜国的余辉和英帝国依然保有的大部分殖民地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历史渊源关系，借助在战争中膨胀起来并与英国保有特殊关系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成西欧国家联合抗苏的新局面，以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但是随着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变化，英国不得不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实施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在对外关系安排上依然存在着所谓的“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撒切尔夫人强烈的亲美反欧情绪，促使她1990年在罗马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投票否决欧洲经货联盟第二阶段建设计划，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并最终导致她辞职离开政坛。梅杰曾允诺使英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走得过远会危及英国的主权和独立，特别是顾忌保守党内欧洲怀疑派的强烈反欧情绪，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消极防守和阻挠反对的态度，使英国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于1997年5月上台的工党布莱尔政府，决定推行更为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欧洲政策。在经货联盟问题上，英国的态度也变得更趋积极明朗。不过从总体上讲，鉴于英国国内对主权问题的传统观念和欧洲怀疑主义情绪的根深蒂固，布莱尔政府对于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任何步骤和措施，都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英国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感情”和某些政策上却与大西洋那一头的美国更为接近。冷战结束后，随着英国力量和影响的进一步削弱，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上已被更为广泛的欧美特殊关系所取代。但这个昔日的大帝国绝不甘心把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和谋略。英国自认为它处于一种能够影响大西洋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特殊地位，可以充当欧美之间的某种中介和桥梁。不过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于英国的对外关系并非只有正面的意义和影响。这一关系处理得好固然可以增加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若处理不当，就可能危及英国同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成为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的一种制约因素。看来怎样在使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的同时，又保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依然是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而又难以回避的课题。

英国是西方列强中带头闯入中国的主要国家，也是把近代欧洲文化、科学技术和新式产业模式输入中国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它在追求国家进步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对英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当时大英帝国用炮舰敲开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在丧权辱国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先进人士痛感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御侮图强，于是着手研究英国等西方列强。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有关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便开始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不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开展对外关系工作的需要，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学人撰写的有关英国的书籍和文章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前，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完成的，对我国的外交和国际斗争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毋庸讳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在外国问题研究中也有所表现，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中国学者对英国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新时期。人们在摆脱了以往种种历史局限性的窠臼之后，以更为客观、冷静和科学的态度去观察、分析和认识英国的历史与现状，努力吸收、把握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不少于百部（不含译著），远远超过近百年所出版的这类著作的数量总和。

本书作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列国志》丛书中的一部，试图对国内外已有的英国问题研究成果做一些综合和概括，也是对本人多年来从事英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我所使用、参阅的书籍和文献大多已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但难免会有遗漏和缺失。在此我要对所有从事英国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同人表示敬意和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肯定不少，欢迎读者和诸位同人批评指正。

王振华

2002年6月于北京（2009年11月修改）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简称联合王国或英国（不列颠—BRITAIN）。英国系欧洲大陆西北岸外的一个大西洋岛国，地处北纬49度到61度，东经2度到西经8度。东面是北海，南面隔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西临大西洋和爱尔兰海与爱尔兰共和国为邻。英国领土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以及邻近的一些小岛，系位于欧洲大陆西北海岸外被称为不列颠群岛的一组岛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的岛屿称为大不列颠岛，由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组成。第二大岛为爱尔兰岛，北爱尔兰（亦称阿尔斯特）位于该岛的东北部。大不列颠岛的西北部有内、外赫布里底群岛，北部则有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等岛屿，南部和西部有怀特岛、锡利群岛、安格尔西岛等小岛，它们均属于英国的组成部分。而爱尔兰海中的马恩岛和法国西海岸外的海峡群岛却不属于英国。它们系自主的英王室属地，与英国王室拥有历史联系，但具有自己独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体系与结构。不过，英国政府负责其防务与外交事务，而且在其不能行使良好治理的情况下可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

英国国土面积为24.4021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内陆水域）。其中位于大不列颠岛南部的英格兰为13万平方公里；威尔士位于英格兰以西，面积为2.1万平方公里，英格兰与威尔士一起占该岛总面积的2/3；苏格兰位于大不列颠岛的北部，面积为7.9万平方公里，占全岛总面积的1/3。北爱尔兰的面积则为1.4万平方公里。

二 地貌特征

不列颠群岛原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由于第四纪末陆地沉陷，这一群岛屿乃与大陆分离。沉陷的陆地形成水下台地，从不列颠群岛延伸到大陆，造成了环绕大不列颠岛各海的浅水带。大不列颠岛是欧洲最大的岛屿，南北长约1000公里，东西最宽处近500公里。它的沿岸曲折多变，海岸线总长1.145万公里，有许多深深锲入内陆的海湾与河口。岛上任何地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120公里。

英国地貌的主要特征是：大不列颠岛西北部是高地，东南部为平原，其间夹有起伏的丘陵。英国的陆地大致均等地分为低地和台地，并有约5%的高地。英格兰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有3个海拔高达900米的丘陵区；东南部和东部有两个低地区（低于海拔300米）。有“英国脊梁”之称的奔宁山脉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位于湖区的坎布里亚山脉中的斯科费尔峰（海拔978米）为英格兰的最高点。南威尔士山地和康沃尔丘陵以东为英格兰东南部平原区，是富饶的农业地区。威尔士境内多山，地势崎岖，坎布里亚山脉纵贯全境，多数土地仅适于放牧。威尔士的最高点是斯诺登山（1085米），为英国第二高峰。苏格兰有3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北部高地，其境内的本内维斯山海拔1343米，为英国第一高峰；中部低地高度在海拔150米以上；南部台地，海拔在850米以上。北爱尔兰大部为低高原和丘陵，平均海拔为150～180米。

三 河流与湖泊

英国有充沛的降水，而地势又崎岖不平，于是造成了颇为密致而水量丰富的河流网。泰晤士河及塞文河为英格兰的主要河流。泰晤士河全长346公里，自西向东流经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最后注入北海，具有较高的航运价值。塞文河全长354公里，为英国第一长河，从威尔士的山地中流出，自北向南流入英国西海岸的布里斯托尔，形成宽大的三角港湾。默西河及亨伯河的两处入海口对发展港口运输均很重要。苏格兰的主要河流有克莱德河、斯佩河和特威德河。威尔士的主要河流有迪河、泰威河及泰菲河。北爱尔兰的主要河流有班恩河、厄恩河和福伊尔河。

英国的内陆水域最初是在造山作用和构造作用下形成的，后来又受到冰川运动的影响。大陆冰层的运动加深了原来的谷地，于是在冰融之后形成众多大小不等的湖泊。北苏格兰的高山地区和西北英格兰的湖区，湖泊特别众多。以怪兽疑踪而闻名遐迩的尼斯湖就镶嵌于苏格兰西北部的高山峡谷之中。英格兰西北部湖区的众多湖泊风景美丽如画，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而全国最大的淡水湖是位于北爱尔兰中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内伊湖，面积达390平方公里。

四 气候

英国属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总的来说比较温和。温暖的北大西洋洋流和秋冬两季盛行的西南风使海洋和空气变暖。冬暖夏凉，季节温度变化不显著，一般高不过32℃以上，低不过零下10℃。北部冬季的平均温度为4℃～6℃，南部夏季的平均温度为12℃～17℃。苏格兰最北端的年平均气温为6℃，英格兰西南部为11℃。

英国的雨水充足。低气压、常年多西南风以及面向大西洋与西高东低的地形是决定和影响全国雨量分布的主要因素。英国降雨量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全国平均年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在西部和北部山区，平均年降雨量高达1600毫米；而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则不足800毫米。全年各季的降雨量则比较均衡，一般来说，3～6月是最干的季节，9月到次年1月的天气最为潮湿。

英国纬度较高，日照时间较短。在5月、6月、7月3个日照最长的月份，苏格兰北部平均每天日照为5个小时，位于英格兰南端的怀特岛每天为8个小时；在日照最短的11月、12月和1月3个月中，苏格兰北部平均每天日照仅为1个小时，英格兰南部海滨也只有2个小时。

英国天气经常阴云多雨，特别不稳定。英国人有句俗语：“不拿雨伞就别出门”。谈论变幻无常的天气成为人们见面时不可或缺的话题。

五 行政区划


历史沿革
 行政区划是中央对地方实施管理，体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地方对其自主权的维护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会不断地进行调整，行政区划也就会相应发生变化。英国是个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其地方自治制度始于中古时期的郡制。英国地方政府向现代方向的变革主要发生在19世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公共事务成倍增加，导致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职能的扩展。由于现代化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合理界定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与公民的权能界限便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所以，整个19世纪就成为英国地方政府改革的黄金时期。特别是19世纪末进行的几次地方政府改革，基本上奠定了现代英国地方政府制度的格局，从而也确立了当代英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郡或郡级市、城区或乡区两级地方政府设置，在乡区之下设教区议会或教区会议。苏格兰也设立了郡议会，并对市镇管理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改革。19世纪的地方政府制度改革，曾对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一陈旧制度结构的弊病日益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是规模大小悬殊，责任分散，组织重叠现象严重。对此英国两大政党都主张予以改革。从1958年起到1972年间，英国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审查，并提出了相应报告。1972年议会通过了地方政府改革法，并于1974年4月生效。新制度规定，地方行政基本上分为两级：高的一级为郡，在它之下便是区。乡村下还设教区一级，它包括一个村庄及其周围的农场。1972年的《地方政府法》废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原有的83个郡级市，并把58个郡缩减为47个。在各个郡之下原有的1250个郡属市、城区、乡区调整为333个区。同时，在6个大城市地区设立6个都市郡：利物浦（默西塞德）、大曼彻斯特、伯明翰（西米德兰兹）、利兹-布拉德福德（西约克郡）、设菲尔德（南约克郡）和纽卡斯尔-森德兰（泰恩-威尔）。伦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1963年根据保守党政府公布的《伦敦政府法》正式建立了大伦敦议会，下设32个自治市。1972年的改革又把大伦敦划分为大伦敦议会下的32个市区和一个伦敦城。1975年以后苏格兰地方政府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除3个岛区实行一级地方政府外，其他地方实行两级政府制度：9个专区、下设53个区，区又分为社区。1986年4月1日生效的新的地方政府法案，取消了都市郡议会和大伦敦议会，把它们的职权转交给区议会和新的联合委员会以及其他特定的机构或准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行政区划又有进一步的变动。议会通过立法对英格兰的25个郡进行了改组，设立了46个新的单一地方政府机构。在苏格兰，原由9个专区和53个区所组成的两级地方政府体系被29个新设立的单一地方议会所取代，原有的3个岛区议会则保持不变。在威尔士，新设的22个单一地方政府机构取代了原有的8个郡议会和区议会。1997年大选后工党上台执政，通过公决和立法决定建立大伦敦政府，于2000年5月选举产生大伦敦市长和大伦敦议会。工党政府决定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实施权力下放计划的同时，还通过立法把英格兰划分为8个地区，分别设立地区开发机构。


行政区简介
 英国全国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部分。除英格兰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设有地区议会。目前，英格兰被划分为42个郡（含大伦敦与6个都市郡）和46个只设一级地方政府机构的行政区。这42个郡是：贝德福德、白金汉、剑桥、柴郡、康沃尔、坎布里亚、德比、德文、多塞特、达勒姆、东萨塞克斯、埃塞克斯、格洛斯特、大伦敦、大曼彻斯特、汉普郡、赫里福德、伍斯特、赫特福德、肯特、兰开夏、莱斯特、林肯、默西塞德、诺福克、北安普敦、诺萨伯兰、北约克郡、诺丁汉、牛津、施洛普、萨默塞特、南约克郡、斯塔福德、萨福克、萨里、泰恩-威尔、沃里克、西米德兰兹、西萨塞克斯、西约克郡、威尔特郡。根据1998年建立地区开发署的法案，英格兰（含伦敦）还被划分为9个地区：伦敦、东部、东南部、西南部、东米德兰、西米德兰、约克与休姆伯、东北、西北与默西塞德。苏格兰被划分为32个设有单一地方议会的行政区。它们是：阿伯丁郡、阿伯丁市、安格斯、阿吉尔与布特、东艾尔郡、南艾尔郡、北艾尔郡、柯莱克曼楠郡、登佛里斯与盖洛韦、丹迪市、东登巴顿郡、西登巴顿郡、爱丁堡市、伐尔科克、费扶、格拉斯哥市、因沃克莱德、南拉纳克郡、北拉纳克郡、东洛衫、西洛衫、米德洛衫、默里、佩思与金罗斯、任扶里郡、东任扶里郡、斯特林、苏格兰边境区、苏格兰高地、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西部群岛。威尔士划分为22个设单一地方议会的行政区。它们是：加的夫、纽波特、托尔番、布莱诺-格温特、凯尔费里、斯温西、朗达-塞南-塔佛、布里占德、默瑟尔提德维尔、格拉摩根谷地、扶林特郡、尼思-塔尔伯特港、沃里萨姆、登比郡、蒙默思郡、康维、安格尔西岛、彭布鲁克郡、卡马森郡、格威尼德、瑟利迪真、泼威思。北爱尔兰划分为26个设地方议会的行政区。它们是：安特利姆、阿尔兹、阿尔马、拜里米纳、拜里默尼、班布里治、贝尔法斯特、卡里科费噶斯、卡斯勒里、科里雷恩、库克斯汤、科雷噶文、德里、道恩、北道恩、登干南、费尔马纳、拉恩、利马瓦底、里斯波恩、马赫拉费尔特、默尔、纽里与默恩、纽汤纳比、奥马、斯特拉班。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物与水资源

英国的领土大部分地形崎岖不平。早期地质时期的构造作用以及岩浆浸入已形成的地壳裂隙和空处使一些区域形成铁矿藏与有色金属矿藏。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广大地区在古代曾为沼泽化的森林所占有，后来为岩石沉积物所覆盖，这些地区乃成为厚煤层的蕴藏区。较晚时期的沼泽化作用使泥煤矿床得以在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一些地区形成。苏格兰的湖泊和不列颠群岛周围大陆架上的水下生物群，后来为冲积物掩埋，经过地质构造作用转变为油页岩、石油和天然气。这就是北海和西大西洋内英国大陆架油气田的成因。

英国在欧盟国家中是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和煤的重要生产国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的石油供应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自五六十年代在北海发现油气田以来，英国大陆架就成为重要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目前，英国是世界上第九大产油国。截至1998年底，英国大陆架已累计出产石油22亿吨，生产天然气13.8万亿立方米。当时估计英国大陆架的石油储量还剩下约18亿吨，天然气储量还有约18万亿立方米。另据2009年6月英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07年底英国石油可能储量的上限为28亿吨，其中技术上确系可行、并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探明储量为5亿吨。这就是说英国剩余石油的可能储量是不确定的，总储量在不断减少，而已确定的储量日趋耗尽。天然气的储量也和石油储量同样不确定，2007年底英国天然气的总储量为近2万亿立方米，探明储量为3430亿立方米。

煤和铁矿曾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煤的储量相当丰富，据1937年第17届国际地质年会提供的材料，英国煤炭资源的总量约在1800亿吨以上。不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与天然气等新能源的广泛开发和使用，英国煤的产量和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储藏于英格兰中北部的铁矿，经过长期的集中开采，最有价值的铁矿储藏已告枯竭。目前铁矿的可采储量尚有20多亿吨。此外，英国还有少量的有色和稀有金属矿藏。其中储藏于康沃尔郡的锡矿，在19世纪前半期曾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在锡金属开采与熔炼方面的垄断者。但到了20世纪后半期，英国的锡矿大多已采挖枯竭或已无经济意义。

但是，英国除能源以外其他的矿产资源极为有限，绝大多数工业用原材料均需进口。不过，英国出产丰富的建筑材料，生产和出口砂石、石灰石、黏土、火成岩、瓷土、盐类和钾碱。

英国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约有75%的供水来自高山湖泊、水库和河流提水站，约25%的供水来自地下水源。英国拥有水量充沛、常年流畅、密致的河流网，为它提供了丰富的地面水。威尔士山中的巨大水库和英格兰湖区的一些湖泊也是重要的水源。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面水源能够提供较为充裕的未受污染的水。北爱尔兰也可提供足够的家庭与工业用水。而东南英格兰和东安格利亚，则需更多地依赖地下水。水作为一种资源，除供家庭饮用和工业使用外，也可作为一种动力资源。二战以来，水力发电在苏格兰山区逐步发展起来。不过，水力发电在全国电力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大。20世纪60年代末，它在全国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998年则仅为1%多一点。

二 动植物资源

英国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据统计，在全球尚存的近180万个物种中，英国有大约9.6万个物种。据估计，英国约有3万种动物、水生物和微生物种群，有2800个较高级的植物种类和几千种苔藓、真菌和海藻。但是近年来，由于不正常的气候、城市的发展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种类的动植物资源遭到了破坏，约有50种不同的苔藓已濒于灭绝的边缘。

英国历史上曾存在过狼、熊、野猪、野牛和河狸等动物，但它们都早已消失。其他像红鹿、狐狸、水獭和獾一类动物，只是由于限制狩猎才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很久以前从国外引进的兔子却到处可见。此外，松鼠在英国也能普遍见到。英国的河流、湖泊和海洋盛产鱼类，尽管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使其不断减少，但渔业仍是英国的一项重要产业。所捕鱼类大多为鳕鱼、黑线鳕、牙鳕、鲽、鲱、鲭和鳎等鱼种。另外，英国还养殖大马哈鱼、鳗鲡、各种鲑属类的鱼，以及贝类水生动物等。英国许多常见的鸟类都是候鸟。鹫是英国主要的飞鸟，也是该国最大的猛禽，常见于苏格兰的高山地区；土生的红松鸟也活跃于这一地区。喜鹊在乡村地区十分常见。欧椋鸟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间都相当普遍。大一些的鸣禽、乌鸫和鸫属的鸟类，以及包括欧鸲、蓝山雀、鹪鹩和戴菊在内的小一些的鸟类，是人们所喜爱的。

英国的气候非常适合树木生长。在久远的年代，海拔300米以下的地区当初大多应该是被森林所覆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20世纪初期英国森林的覆盖面积只有5%左右。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截至2008年3月，英国森林面积达到了28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1.7%。其中苏格兰130万公顷，英格兰110万公顷，威尔士30万公顷，北爱尔兰10万公顷。桦树和松树是冰河时代结束后蔓延开来的第一批树木。坚硬而成长慢的栎树在全国各处都有发现。而山毛榉则喜欢南方的白垩地带。榆树和白蜡树在大多数地区都可生长，在围绕大多数英格兰田野和牧场所形成的树篱中显得十分茂盛，成为英国最具特色的乡间景观。

英国全境属典型的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适合花草生长，因此花草品种繁多。从乔叟时代开始，花卉就是英国文学描写的一个重要对象。灌木丛中的风信子、旷野草地上的毛茛属植物和雏菊属植物，以及灌木树篱中的蔷薇科植物，特别引人注意。农田中的红罂粟和淡紫色的山萝卜属植物也同样引人注目。英国人爱花，其中尤以玫瑰、月季和蔷薇最受人喜爱。这三种花卉均属蔷薇科，亲缘关系密切，人们常因分辨不清而将它们混称作玫瑰。所以这三种花均被视为英国的国花。英国是由四个民族地区组成，各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国花”（或称“民族花”）：除了英格兰为五瓣玫瑰外，苏格兰是蓟花，爱尔兰是酢浆草（三叶苜蓿），威尔士则是黄水仙。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民族

英国人系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主要由四大民族组成，即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的祖先是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苏格兰人的祖先则是皮克特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威尔士人则是5世纪时逃到威尔士山区的凯尔特人的后裔。北爱尔兰的大部分居民是17世纪移民到北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及苏格兰人的后裔，其余则为爱尔兰人。通常情况下，他们很重视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差异，不称自己是“英国人”或“不列颠人”，而称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爱尔兰人。这并非是一种矫揉造作或装腔作势之举，而是对自己民族特性与不同文化传统的强调和认同。英格兰人是英国的主导民族，英格兰地区经济发达，是联合王国的主体，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因此英国国内外一些人士往往把英格兰等同于英国。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法律制度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与英格兰有着重要差别。苏格兰高山地区约有8万人还在说自己古老的盖尔语。苏格兰人至今在民歌、音乐、服饰上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传统。威尔士人也有自己的语言，尽管只有1/4的威尔士人还在说这种语言，但对大多数威尔士人来说，这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它不仅在乡村的农庄、学校和教会中是一种活的语言；而且在被称为eisteddfods的威尔士诗歌艺术节中，也是一种必须使用的语言。人们希望通过用地方语言进行音乐、戏剧和诗歌比赛，促进威尔士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北爱尔兰尽管人数不多，但居民在宗教问题和民族忠诚性方面却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自从爱尔兰岛被南北分治以来，英国辖下的北爱尔兰便分裂为两派：一派为主张与英国实现联合的新教多数派；另一派则为主张建立完整、统一的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少数派。北爱尔兰问题成为多年来长期困扰英爱关系、涉及北爱两大对立教派居民切身利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不过总的说来，英国各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凯尔特人的血统，又或多或少地融合了日耳曼人各分支的血统。他们不仅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和共同语言，而且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利益与认同感。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

二 人口


基本情况
 英国是欧洲人口较为众多的国家之一。据2006年的统计，全国人口总数为6059万人。其中英格兰人口为507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3.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90人。苏格兰人口为51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6人。威尔士的人口为29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8人。北爱尔兰的人口为17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4人。英国全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9人，在欧洲仅次于荷兰，居第二位。英国人口出生率为12.5‰（2007年），死亡率为9.4‰（2007年）。它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据2008年8月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英国居民人口总数为6079.5万。

英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第一个特点是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20世纪期间，5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1901年的1/6增加到1998年的1/3。接近20世纪末，80岁以上的人口越来越多，2007年已达到近275万，占人口总数的4.5%。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300万，占人口总数的5%。第二个特点是16岁以下的人口所占居民比例在不断下降。据统计，1971年16岁以下的人口占英国人口总数的1/4，到1997年已降为1/5。2007年，领取养老金的人口（男性65岁以上、女性60岁以上）所占居民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16岁以下人口的百分比（16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为18.9%，法定领取养老金人口的比例为19%）。预计到2021年，英国65岁以上的人口总数将大大超过16岁以下人口的总数。英国男女比例为100∶104（1995年），这个比例大体上保持到现在。虽然每年男婴出生的比例较女婴高3%。然而在英国年龄越大，女性的人数越多。其中72岁的年龄是一个重要转折关口，在72岁以上的人口中妇女人数就超过了男人。

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混居的国家。据英国国家统计局1997年的一项调查，在大不列颠岛的居民中94%为白人；其余约360万人属于其他种族，主要是由西印度群岛、南亚次大陆、非洲英联邦国家迁来的黑人和亚洲人，其中印度人约占少数种族居民总数的1/4。少数种族居民多数集中在英格兰（主要是东南部），少数人居住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伦敦辖下的布任特地区是少数种族居民最为集中的地方，该地区近45%的人口属少数种族居民。约3/5的黑人居住在伦敦。在伦敦之外，莱斯特、伍尔弗汉普顿和斯洛是印度人最为集中的地方。巴基斯坦人则多聚集在兰开夏郡、大曼彻斯特和西约克郡。华人以伦敦的“中国城”为聚集中心。


人口结构的历史沿革
 英国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基本上是在19世纪的事。在18世纪中叶英国实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它的居民仅有650万人，在人口数量上不及欧洲大陆上的大国。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受农业变革与工业革命两个方面的推动和影响。英国从11世纪开始作为一个农业和商业国家发展起来。随着农业生产向以养羊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羊毛和毛织品生产转移，大量人口在西海岸的布里斯托尔和东安格利亚的沿海城镇一些羊毛出口港周围定居下来。其他一些人则涌入西部地区以及东安格利亚等纺织业生产集中的地带，促使集镇迅速成长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一些有才能的工匠以及商业、金融人才也纷纷移居英国。到15世纪末，他们已帮助把英国改造成为一个主要依靠养羊业及毛织品出口的国家。英国国内各部分之间的移民也在稳步发展，这主要是指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移居英格兰。相对来说，则很少有英格兰人迁居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尽管数世纪以来有不少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迁往爱尔兰定居。不过随着英国海外殖民与商业扩张的发展，从1700年前后英国开始大举向海外移民，数量大大超过海外向英国移民的人数，在此后的200年间没有发生大量海外移民涌入英国的情况。

从撒克逊时代起直到1800年前后，英国拥有的还是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当时人们主要集中居住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东安格利亚与林肯郡富饶的农业区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使它从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国家。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出现，使工业革命迅速扩大到各个部门。为满足成批生产新的制造业产品的需要，大批工厂和工厂化的城镇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广泛应用煤炭资源，在直接邻近煤田的地方形成了许多工业区，那里的不少村落迅速发展成为制造业中心。从18世纪末开始，大批农村居民为逃避贫困和失业而离开家乡，前往矿山和工厂寻找工作。他们进入类似兰开夏和约克郡的纺织厂、西米德兰的重工业工厂与制陶厂一类的工矿区。早期的农业居民迅速地在19世纪变成为一种工业劳动力。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的迅速增长。据统计，1801年大不列颠岛的居民总共不过1050万人。从1801年到1901年间，仅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就增加了两倍多，由原来的900万增至3000万；苏格兰由于移居海外的人数较多，人口增长的幅度不那么大；而爱尔兰则由于饥荒和向海外移民，居民人数还有所减少，从800万降至600万人。此时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是伦敦及米德兰、南兰开夏、默西塞德、克莱德塞德、泰恩塞德、约克郡和南威尔士地区的工业区。而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英格兰乡村的居民则大量流入这些工业区。来自北威尔士的威尔士人去兰开夏的纺织厂；苏格兰高原地区的居民前往克莱德塞德低地的工业区；爱尔兰人则涌入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从事建筑公路、铁路和运河等工业基础设施的行业中去寻找一份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英国形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相对过剩格局，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这是导致英国人大举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世纪之内，有2000多万人自英国移居海外，其中约有1300万人迁往美国，400万人移居加拿大，约有150万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定居。


20世纪人口配置情况
 19世纪形成的老工业区居民高度密集的人口配置特点，大约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此后发生的经济和就业结构变革导致英国人口分布格局产生重要的变化。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许多老工业部门，特别是煤炭、纺织和造船工业日益衰落，这些部门所在的许多老工业区呈现日趋停滞和衰败状态。由于经常性失业和生活困难，人们纷纷离开泰恩塞德和南威尔士这样一些老工业区，迁徙到较易找到工作的地区，或移民海外。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汽车、航空、化学、电器和电力生产等，在英格兰南部的前农业区发展起来。由于这些新工业部门的崛起，也由于为伦敦及其邻近地区众多人口服务的企业增多，许多人从英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从“衰败区”涌入南部各地。据统计，在1923～1936年间，共有116万人移居到南部地区，流入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多达85.6万人。而从北部特别是东北区（达勒姆-诺萨伯兰地区）迁出的人口就达84.9万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格兰中部低地、泰恩塞德、默西塞德、西约克郡和南威尔士地区传统工业地带的居民人数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相反，人们不断离开这些地区，先是去英格兰的米德兰，之后又转往伦敦和英格兰的南部与东部地区。

进入20世纪以来，英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城市中心区人口不断膨胀的趋势仍在继续。不过到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离开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利兹这样一些大都市的市中心区。他们选择与自己工作的地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居住，常常是在城市的郊区、邻近的城镇或农村地区。这导致都市内城居民人数下降。目前，大约有10%的英国人居住在乡间，而其余90%的人口住在大城市或小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大伦敦和英格兰的南部与东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占全国人口的26%，而它们的面积仅为全国总面积的10%。人口密集度最低的地方是苏格兰北部、湖区及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农村地区。

长期以来，从英国移居海外的人数远远超过自海外移入英国的居民人数，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1931年后，英国接受的移民人数开始超过移居海外的英国人数。二战前后（含战争期间）进入英国的移民不少属于政治难民，他们是逃避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以及被驱逐的一些来自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或经济难民。不过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来自非白人英联邦国家的移民问题。英国长期以来允许英联邦国家和英属殖民地的公民自由出入英国国境，也可以在这里长期定居。二战前进入英国的英联邦国家移民主要是来自老的自治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一格局在战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前来自老自治领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在英国从事短期的工作和学习。而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居住在经济不发达而又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的英属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有色人种居民，便纷纷涌入英国谋求生路。从40年代末开始，先是经济限于停滞状态的西印度群岛居民（其中约半数来自牙买加），之后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大量移居英国。60年代末，某些非洲英联邦国家推行“非洲化政策”，使当地一些祖籍为印、巴的亚洲人失去生路，于是又有相当数量的非洲亚裔人加入了向英国移民者的队伍。这些移民到英国后大多充当无专门技能或不熟练的粗工。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住房条件差，失业状况严重，子女受教育困难。而不少英国本土居民又抱怨有色人种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因此，种族关系就成为造成英国社会紧张和局势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向英国。2001年有7.17万人申请在英国避难，其中有17%的人获准，9200人被遣返，而其他大多数人没了踪影，转入非法居留。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使罪案频发，社会治安每况愈下。“9·11”事件后随着反恐斗争的深入，人们对非法移民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更加关注。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都加强了反非法移民的措施。2002年6月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打击非法移民的共同行动计划。英国政府采取的原则是，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实行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同时放松对技术移民的要求。例如，为严防恐怖分子与非法移民入境，英国政府决定于2008年普及存有护照持有者生物特征信息的电子护照。从2008年3月起，所有申请来英国的人都必须使用生物签证。2008年5月，英国内政部宣布于当年10月开始实施新的移民法，规定所有雇主必须证明无法在英国和欧洲经济区内招聘合适劳工后，才能申请从海外招聘。英国内政部还宣布，拟在三年内将现有负责移民事务的7500名官员分散重组为70～80个地区性移民管理执行组，利用当地政府和警方的资源，对非法移民及移民犯罪活动进行迂回包抄、各个击破。

1997年从世界各地向英国的移民总数达28.5万人，同年英国向外的移民总数共22.5万人。这些数字不包括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相互移民数。1997年以来，海外向英国的移民和英国向国外的移民都保持着逐年增长的势头。2007年流向英国的移民为60.5万人，而英国向海外的移民为40.6万人，英国净增加的移民数量为19.9万人。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欧盟东扩导致东欧新成员国众多移民涌入英国。2007年仅波兰公民移居英国的人数就达9.6万人。双向移民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以及美国和中东国家。


社会阶级结构
 英国是一个阶级分野极其鲜明的国家，不同阶级的人生活水平（收入）和生活习惯相差极大。人们的阶级意识也很强烈，衣着、仪表，甚至口音都会成为他们阶级出身和门第高低的标志。注重门第出身在英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有钱的富翁总要想方设法弄个爵士之类的封号，才能跻身于上流社会。英国的酒馆有小酒吧与沙龙之分。小酒吧通常是对工人阶级的顾客开放的，而沙龙的常客则是中产阶级人士。在“公学”受教育的通常是上层阶级的富家子弟，而大多数工人子弟则很少有这种机会。二战以后，“公学”也接受一些新富裕起来的富人子女入学，实际上是对这些人进行潜移默化，要赋予他们以上层阶级的观点、仪表和讲话的腔调与口音。

英国是最早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国家，也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明显的阶级分化，社会分裂为少数资本家与广大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英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化最为典型的国家，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城乡小资产阶级）在英国几乎已全部消灭。在目前发达国家政府的标准统计中，人们无法找到按阶级划分的社会分层资料，有关阶级的定义和阶级划分的标准又很不统一。因此，研究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只能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做出分析判断，并得出这样的印象：真正富有的资本家是极少数，工人阶级占大多数（过半数），此外还存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看法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至今大体上仍能成立。根据19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的一项初步报告，工人和小职员以及低级职员占全部自立人口的80.2%，再加上工程技术人员和中级职员则占89.5%。也就是说，英国雇佣劳动者的人数约占全部自立人口的9/10，而真正富有的大资产阶级所占的比例不过1%左右。这种对比悬殊的情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例如法国和美国都远不及英国。另外，英国原来意义上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确已消灭得差不多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变化，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战后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整个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就资产阶级而论，随着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深化，资本家的行动自由缩小了。在私营企业中也发生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大批科技专业人才进入企业管理队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除原来的家族资本家、大量的小企业主和少数控制大财团的金融资本家构成的资本家阶级外，又产生了一个由新的经理资本经营者、专家资本经营者和法人资本经营者共同组成的资本经营阶级。据估算，目前英国资本家阶级大概不超过就业人口的2%（其中小业主、小商贩和小农场主约占2/3），而现代资本经营者阶级不超过就业人口的8%。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在英国一般是指除去企业经理、行政主管、专业人员和自我雇佣工作者之外的所有工薪劳动者。它实际上包括从事非技术工作和半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也包括从事技术工作的白领工人，还包括有时被划入中间阶级下层的白领职员。按上述有关工人阶级比较宽泛的定义，它目前在英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49%左右。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工人，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数目急剧减少；而“白领阶层”的数量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提高。据统计，1968～1997年，在英国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体力工作的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从66.6%降到34.5%。如果用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来界定“蓝领工人”，那么到1996年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则为20%左右，其中非技术工人只占5%。

目前，西方国家对就业人口的统计基本上是按照其所从事职业的类别划分的。英国国家统计局将其分成了九类。截至2008年第二季度，从事这九类职业的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管理人员与高级官员（包括公司管理人员、政府官员、零售店店主等），占15.7%，是比例最大的一类；专业人员（包括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教师、律师、法官、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等），占12.8%；专业助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包括护士、药剂师、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作家、社区工作者、运动员等），占14.7%；行政人员和秘书（包括政府公务员、公司秘书等），占11.3%；技术工人，占10.9%；从事个人服务的人群（包括看护儿童和老人、导游、理发师、家政服务人员等），占8.3%；销售与客户服务人员，占7.6%；在制造业和加工业工厂工作的工人，占7.1%；从事最底层工作的人群（包括农业工人、清洁工、搬运工等），占11.6%。


种族关系问题
 种族关系问题在英国久已存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贩卖黑奴。二战后，随着大量英联邦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种族关系日益成为英国的一个社会问题。这些移民来自英国的前殖民地，绝大多数人贫困、文化水平低，来到英国从事被白人视为低贱的工作，无论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均低人一等。他们在职业、居住方面以及在公共场所都遭受歧视。因此英国战后几十年来曾多次爆发种族冲突事件，并呈现出上升趋势。英国政府为改善种族关系进行了多次立法，规定在提供服务、就业、居住、教育和广告等方面基于肤色、民族或种族原因所导致的歧视均属非法。依据相关立法，先后建立了种族关系委员会、社区关系委员会和种族平等委员会，负责调节和处理种族关系方面的事务。新的立法把反对种族歧视的范围扩大到间接的歧视方面，规定任何人认为自己受到种族歧视都可以向法院起诉。尽管如此，英国种族歧视的现象仍相当普遍和严重。有色人种居民遭殴打、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警察有时不但不保护被袭击的有色人种居民，反而逮捕或殴打他们，或将有关案件搁置起来不予处理。至于在就业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则更为明显。在英国少数种族居民当中，黑人青年失业的比例是最高的。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反恐”受到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切。特别是自2005年造成重大伤亡的伦敦“7·7”爆炸案发生后，“反恐”成为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件突出大事。由于英国政府宣布向“邪恶意识”宣战，将反恐的矛头指向穆斯林极端分子，致使英国广大穆斯林群众也因此面临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穆斯林同英国政府和白人及其他族群的关系出现空前紧张的气氛。如何在反恐与缓和紧张的族群关系之间寻求适当平衡，成为英国政治中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


家庭与婚姻问题
 英国住户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已从1961年的1630万户增至2007年的2440万户。与此同时，住户的平均规模在减小。1971～1991年，英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从2.91人减少到2.48人，到2007年进一步减少为2.35人。单人家庭的住户迅速增长，目前占住户总数的近30%，比1961年增加了一倍多。单亲家庭自1971年以来增长了3倍（1971年为8%，2007年升至24%）。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世纪之交英国家庭生活变化的报告显示，在20世纪最后20年，英国已婚人数呈大幅下降的趋势。报告称，2000年在英国18～49岁的妇女中，有51%为已婚，35%为单身，9%为离异，5%为与丈夫分居，寡居人数因比例太小无法统计。而在1979年的调查结果是：已婚者为74%，单身为18%，离异者为4%，与丈夫分居者为3%，寡居者为1%。在20年的时间里，英国女性结婚者的比例下降了23%。另据英国政府社会保障部1999年1月的预测，由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决定不结婚，预计在此后的10年内成年人中已婚者将占少数。这将是自1801年英国开始有人口普查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同居、离婚、丧偶和独居的成人数量超过已婚人口的情况。2007年的报告显示，在16～59岁的人口中，13%的男性和14%的女性选择同居，而20～29岁这一年龄段的比例最高。另外，英国的离婚率也比较高，2005年每千人为2.6人，高于欧盟27国的平均水平（每千人为2.1人）。这一婚姻家庭状况反映了英国社会变迁的重大趋势，将给英国带来深远的社会经济后果，既严重影响英国的时尚、伦理和社会心态，也将影响政府的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建设等社会政策。

三 语言

英语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通用语言，也是国际交往中最常用的语言。除英国外，它还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语（这些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英国的女儿国）。曾被大英帝国侵占过的众多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不管现在是否属于英联邦，英语在那里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外交、经贸和文化交流中，人们也大多使用英语。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用拉丁字母书写。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到了公元7世纪才有文字记载。9世纪后半期阿尔弗雷德大王当政时，兴办教育，奖励学术，他自己还用英语写书，并下令编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英语作为一种文字有了相当的发展。不过这时的英语还是古代英语，现代人中除专门学者外，已经无法辨认了。

到了11世纪，诺曼人作为征服者来到大不列颠，法语成了上层社会流行的语言。新贵族即使学了英语，但因怕失身份也不在公开场合使用。此时的著作和文字记载，不是用拉丁文便是法文，于是英语便成了村野市井小民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英语便摆脱了僧侣与学究的束缚，在民间自由地广泛使用，不仅富于生活气息，而且不像德语或法语那样有繁琐的词尾变化：名词一般无所谓阳性、阴性之分，动词也极少随人称变化。

14世纪时，爱德华三世在位，英法之间开始了“百年战争”，法语成了敌国语言。国王下令在朝廷、教堂和学校一律使用英语，禁用法语。于是，贵族们也开始说英语了，诺曼人与英国人的区别便逐渐消失。

中世纪的英语因长期不登大雅之堂，各地的拼写方法很不一致。到了15世纪，威廉·卡克斯顿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开设了第一家印刷厂，印制了18种用英语写的书。卡克斯顿不仅是印刷商，还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英语学者。他出版的各种书籍在文法以及拼写方面为英语制定了标准，对英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宗教改革对英语的发展也很有影响。原来英国使用的《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16世纪初亨利八世和教廷决裂，下令英国的教堂要有自己的《圣经》英译本。从那时到现在，《圣经》一直是一种最畅销的书，它的语言生动精练，对英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18世纪，随着英国文学的逐步发展，塞缪尔·约翰逊编纂的第一部英语词典问世，它为英语的正确拼写与使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英语本系英格兰的民族语言。随着英格兰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它逐步传进了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成为这些地区的正式语言。这三个地区凡是受过教育以及居住在大中城市的居民，都能说比较规范的英语，但不少人往往带有地方口音，常使用一些当地特有的词汇；特别是在偏远山区，现在还有不少人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威尔士的威尔士语，苏格兰的盖尔语，北爱尔兰的爱尔兰语（也是一种盖尔语）。

四 宗教

英国的宗教史主要是涉及基督教在英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在公元4世纪以前罗马统治英国的时期，某些基督教的影响已波及不列颠群岛，但尚未传播开来。公元432年前后，圣帕特里克推动爱尔兰皈依了基督教，他的信徒也开始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英格兰传播基督教。6世纪末，英格兰南部的撒克逊人在其统治者的鼓励和推动下也开始皈依基督教，并在英格兰历史上确立了宗教同国家之间最早的联系。664年在怀特比召开的宗教大会达成协议，所有教会都同意采纳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式。

在英国基督教的沿革史上，16世纪发生在英国和欧洲的宗教改革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欧洲的宗教改革发端于德国反对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英国在德国的影响下也开始对罗马天主教会表示不满。英王亨利八世由于嫉恨罗马教皇对其婚姻问题的干涉，决定与罗马教廷断绝一切关系，并于1534年敦促国会通过法案，宣布英国教会不再听命于罗马教皇。英王自为本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并将英格兰圣公会定为国教。此后又经过多次的变革、反复、争论和调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教会都逐步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其宗教仪式和信仰更加接近于大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与此同时，爱尔兰则仍忠于罗马天主教会。1688年作为新教徒的威廉三世取代詹姆斯二世（英格兰最后一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王）成为英王，英格兰圣公会在英国教会中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英国的基督教会主要可分为英格兰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苏格兰教会和自由教会。英格兰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其世俗首领为英王；宗教首领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正式称号是全英首席主教。宗教副领袖是约克大主教，正式称号为英格兰首席主教。这两个宗教领袖在教会审判方面具有仅次于英王的权力。英国国教的大主教、主教和副主教均由英王任命。其最高管理机构为英国国教大会，负责处理有关教育事务、教派关系、神职人员的任用，以及教会建筑物的维修等事项。英国国教现有两大主教辖区，即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掌管的30个主教区（包括一个欧洲主教区），约克大主教管理的14个主教区。每一个主教区有一个主教，两个副主教。主教辖区下又分牧区，全国现有13860个牧区。

苏格兰教会亦称苏格兰长老会，是苏格兰的“国教”。根据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签订的合并条约，苏格兰在宗教事务方面享有完全自由，不受英格兰国教的支配。苏格兰教会拥有一种比较民主的结构，现有教堂1870个。教堂由教友选出年高德劭的长者与牧师共同管理，所以这个教派传到外界就被称为“长老会”。这一教派的牧师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主教或大主教之分。区域性的教会事务由长老层层选出的组织或全区代表会议开会决定。教会现有成年人成员79万。

罗马教廷曾是16世纪宗教改革所针对的主要目标，所以天主教徒在英格兰曾长期受迫害，其僧侣制度和上层组织一度荡然无存，直到19世纪才开始恢复。而爱尔兰岛上绝大多数本土居民却一直信奉天主教。只有现在仍属联合王国的北方6郡（北爱尔兰），因居民多系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的后裔，所以当地多数居民信奉新教。实际上，今天大不列颠岛上的天主教徒多为爱尔兰移民的后裔。据统计，英国目前名义上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信徒约有500万，其中积极参与宗教活动的人大约为190万。

自由教会的教徒是指那些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时期，有些教徒要求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他们既反对天主教，也没有追随英格兰国教。他们要求“清洗”圣公会中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主张过“勤俭清洁”的生活，因此被称为“清教徒”。这种新教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对政府和国教的干涉，主张信仰方式自由。它又分为许多不同的派别，如浸礼会、公理会、长老会（源自苏格兰的长老会，后与公理会合并为“统一改良教会”）、贵格会、卫理公会，以及由卫理公会派生出来的“救世军”等。

经过历史上一再地反复，现在英国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历来人口普查从不调查公民的宗教信仰情况，故缺乏有关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字。某些统计显示，英国约有10%的居民参与基督教某个教派的礼拜；不到20%的人经常出席或是基督教、或是非基督教的某种形式的宗教活动。70%英国人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约90%的人接受某种宗教葬礼仪式。在圣公会两个大主教辖区内，58%的居民生下来便接受了圣公会的洗礼，另有19%的人是成年后加入圣公会的。看来，只有少量的人定期参加宗教活动，而其他人只是偶尔参与，大多数人则只是在洗礼、婚礼和葬礼时才去教堂。非基督教的教会活动在英国的发展，是与海外移民的涌入相伴而行的。这里主要涉及早期的犹太移民（英国现有犹太居民30万人，是欧洲第二大犹太人居住地），以及近半个世纪来自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移民。据1980年的一项统计，在全国5750万人口中，基督徒有4220万人，占总人口的73.5%。其中以新教的圣公会势力最大，占总人口的49.8%；新教其他各派、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次之。非基督教徒中约有190万人为经常参与宗教活动的信徒，其中定期参加清真寺礼拜的伊斯兰教徒达百万人，其他较重要的宗教团体还有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佛教等。宗教信仰的地区分布情况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多数人信奉圣公宗；苏格兰绝大多数居民信奉长老宗；北爱尔兰2/3的人信奉新教，1/3的人信奉天主教。

在2001年英国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就居民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询问，所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显示，英国超过3/4的居民都属某一宗教的信徒。7/10以上（72%）的居民属基督徒。160万人为穆斯林，占总人口的3%。其他最主要的宗教社团还有：印度教会（信徒55.9万），锡克教会（33.6万），犹太教会（26.7万人），佛教会（15.2万人），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信徒有17.9万人）。除基督徒与穆斯林之外，其他宗教团体的信徒总共占英国居民人数的3%。英国四大组成部分的宗教信仰总体情况是：北爱尔兰86%的居民为教徒，英格兰与威尔士信教者为77%，苏格兰为67%。全国的非宗教信徒所占的比例约为16%。

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

一 服饰传统与变化

现代纺织业兴起于英国。过去除法国外，英国服装以剪裁考究出名，在世界上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英国很重视传统。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英国人还保留了不少传统服饰。法院开庭时，法官头戴假发，身穿黑袍。教堂做礼拜时，牧师通常要披上长袍。每届议会开幕，女王前往致辞时头戴王冠，随行的女侍都身着白色长裙礼服；前排面向女王的是假发黑袍的“司法贵族”、红袍白翻领的“宗教贵族”；周围侍立的是身着红上衣、系白围巾、穿瘦腿过膝短裤的宫廷侍卫，其场面蔚为壮观。不过这种场面只有少数人能身临其境。外国旅游者则可以在王宫或古堡等处看到近卫军的装束。王宫卫士身穿鲜红的短外衣，黄扣、黄束腰，头戴高筒黑皮帽。伦敦塔楼的卫士为黑帽、黑衣，上绣红色王冠及红色边线。近卫骑兵则是黑衣、白马裤、黑长靴、白手套，头戴银盔，上面飘着高高的红穗。如果你有幸在街头看见女王坐着金色雕花的大马车列队过市，那真是眼福不浅。

至于一般人的穿着，当然不会像王公贵族在盛典上穿戴的那样华丽。由于地位、年龄与场合的差异，人们的衣着各有不同。不过，英国人一般都很注意服饰的得体。不论是男是女还是老年人，都注重穿戴整洁、干净及颜色搭配的和谐。妇女的服装多为纯色，如粉红、淡黄、白色等，很少有花纹。30多年以前，妇女不论上班还是在家，都穿裙子。男士外衣的颜色比较素暗，衬衣的颜色则比较醒目。过去在政府机关或大企业工作的职员，上班或外出时都穿一身“公务套服”，以灰暗的颜色为主，白衬衫，打领带，这类人被称为“白领工人”。与之相比，工厂工人上班时多穿蓝色工作服，所以被称为“蓝领工人”。至于礼仪要求，则大半属于上层社会的事。赴宴一般要穿礼服；到高级餐馆就餐，要穿外套、打领带；看戏或听音乐会，衣着要整齐，出席首场演出甚至要穿礼服。

二战以后，英国人的衣着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发生了很大变化，男女服装越来越随便，样式也越来越多。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现的摇滚乐手成了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他们的怪诞服装也影响了青年一代：男子的花衬衣、钉铜扣的夹克；女子刚刚盖过臀部的超短裙、富有东方情调的长裙，等等。现在英国服装的总趋向是舒适与多样，非正式的服装逐渐占了上风，如便装夹克有取代西装的趋势，牛仔长裤以及针织服装也日趋流行。工余闲暇之时，运动服装也日渐成为男女老幼的日常服装。

这里需要提一下英国人的几种特殊服饰。（1）帽子。如果说英国人的服饰有什么特点，那就要首推英国绅士的圆顶硬礼帽了。这种帽子英语叫“波乐”帽（bowler 或bowler hat），是一种硬胎圆顶呢帽，通常是黑色的，也有深灰或蓝黑色的。老一代的英国要人、伦敦的缙绅名流一般都戴它。过去在文艺作品中一提到“波乐帽”，读者便立刻知道讲的是一位英国绅士。不过，近年来由于服饰的变化，戴“波乐帽”的人在伦敦街头已经减少，但仍可时常碰到。西方妇女穿着较正式的服装时，多半要配上一顶帽子，在英国上流社会尤其如此。不过女帽不像男帽那样千篇一律，而是配合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而变换着各种花样。（2）雨伞。英国天气多变，随时可能下雨，因此英国人外出常常手持雨伞。持伞者的形象在外国人眼中成为英国人的另一象征。（3）苏格兰方格呢裙。苏格兰男子所穿的方格呢裙，是北方高地居民的日常服装，也是苏格兰兵团某些部队的正式制服。一套这样的服装包括：一条长度及膝的方格呢裙，一件色调与之相配的背心和一件花呢夹克，一双长筒针织厚袜（右边袜筒中还插有一把刀子）。裙子用皮质宽腰带系牢，下面悬挂一个大腰包，挂在花裙前面的正中央，有时肩上还斜披一条花格呢毯用卡子在左肩处卡住。苏格兰的民族乐器是风笛和小鼓。外国游客有时能碰上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身穿鲜红方格呢裙制服，头戴佩有羽饰的小帽，吹着造型奇特、声调别致的风笛，使人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民族气息。

二 饮食习惯

英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不大讲究吃的习惯。英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颂的名菜佳肴，很少有人对他们的“吃”感到自豪。

英国传统的饭菜本来就讲求简朴实惠，花色品种不多。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英国人更加注意追求营养与方便。人们愈来愈少在家中准备全部由自己制作的一日三餐，而是到市场购买成品或半成品的食物，或者干脆去饭馆、酒吧随意吃些东西。各种冷冻与方便食品，如乳酪快餐、糕点、沙拉和饮料等，已成为英国销售量增长最快的食品。

英国人的饭菜花样虽然不算很多，但一日三餐也各有特色。英国的传统早餐比较丰富，一般可吃到鸡蛋、火腿、香肠、熏肉、黄油、果酱、烤面包、咖啡、牛奶、果汁、麦片粥或玉米片粥。但这样丰富的早餐如今只能在旅馆餐厅中吃到了，一般家庭都已简化，往往只有面包、黄油、果酱以及咖啡或茶。英国是世界上饮用牛奶最多的国家，牛奶的日消耗量达1700万公升。

英国人的午餐，有的称便餐（lunch或luncheon），有的说是正餐（dinner）。一般说来，前者是英格兰中上层人士的叫法，后者则为英格兰劳动人民及苏格兰人的说法。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午饭普遍趋于“快餐化”。尤其是上班的人，一般离家都很远，午休只有个把小时，所以只能吃顿“快速午餐”。这也是英国这些年快餐、自助餐店越来越兴旺的原因。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特快餐店，其特点是立等可用，也可以带走食用。快餐店供应的品种有：汉堡包、热狗、三明治以及牛奶、咖啡等饮料。此外，许多工厂、机关、大公司和高校也开办供应午餐或小吃的餐厅。这类餐厅大都有国家或资方补贴，因此饭菜的价格较市面便宜。不少机关、商店、餐馆或街头还设有自动售货机，用几个硬币便可买到三明治、饼干、糖果、冷饮甚至热咖啡。

英国人的晚饭有的称正餐（dinner），有人则称晚餐（supper）。许多人都把晚饭视为一天中的主餐，时间约在晚上七八点钟。一般家庭的晚餐都有一道热菜，或肉或鸡或鱼，配以土豆、西红柿、豆类或蔬菜。周末或宴请客人时，可在主菜之外再加一道汤、一个沙拉或一份甜食。有人不把晚饭作为正餐，而在下午四五点时加一顿正餐茶（有火腿、猪舌、青菜、鱼或香肠，还有面包、黄油），而把晚饭放在晚上10点钟左右，作为就寝前吃的一种夜宵。

英国的菜肴一般不算丰盛，较受英国人喜爱的主要是英格兰的烤牛肉、苏格兰的熏鲑鱼以及约克郡的腌火腿与布丁。“烤牛肉加约克布丁”可以被称为英国的“国菜”。而“油煎鱼加炸土豆条”，则是一道有英国特色的大众化快餐。

英国人在早餐与晚餐之间还有两次加餐。在许多机关与公司里，上午10点半到11点左右是“咖啡休息”时间，人们可以到休息室喝咖啡，吃几块饼干；下午4点到4点半左右则是“午茶休息”时间，人们可以去休息室喝杯茶，吃些小点心。

英国人很喜欢喝茶。喝茶在英国相当普及，据统计，英国人每人每年平均消耗茶叶7.5磅（近7市斤），为西方各国之冠，名列世界前茅。英国人喝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茶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他们喝茶的习惯与中国人不同，很少喝绿茶和花茶，而是喝红茶，并且通常要加糖和奶。他们喝的茶要放在水里煮，一般每次只喝一杯，通常比较定时：上午10点半，下午四五点。英国中上层社会还将喝午茶作为一项社交活动。男女主人在家中用精致的茶具款待客人，桌上摆着手工制作的糕点和松饼，大家边喝边聊，谈政治，叙友情，既简便又实惠。

英国人自古酷爱饮酒。近年来英国人的口味也日渐国际化，高级餐厅里法、意、德、西、葡甚至东欧国家的酒类几乎应有尽有。但从传统上说，英国人的饮料是啤酒。一般人最喜欢喝的是苦啤酒（bitter），其他还有淡啤酒（mild）、黑啤酒（porter）、爱尔兰产的烈性黑啤酒（stout）、英格兰北部生产的一种叫ale的淡啤酒，以及同欧美啤酒比较相似的饮料“拉格”（lager）。英国西北部地区盛产的苹果酒（cider）也是本国人喜爱的饮料，干渴季节销量尤大。此外，杜松子酒加唐尼克汽水（gin and tonic）也是典型的英国饮料。谈到世界知名的英国酒类，当然还属苏格兰威士忌。“威士忌”一词来自当地的盖尔语方言，意即“生命之水”。该酒的酿制分两大类，一类是用大麦洗净加啤酒花发酵、蒸馏而成；另一类原料是用大麦和玉米。市上出售的威士忌大都是这两者兑制的。英国人举行宴会或在家中待客，一般都备有香槟、雪利酒、杜松子酒、威士忌、马丁尼等酒，请客人自选。客人到后先至客厅饮酒聊天，然后再去餐厅就餐。用餐时要喝餐桌酒，一般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香槟之类，不同的菜配不同的酒，有几道热菜就换几种酒。餐毕还要请客人回客厅坐坐，吃干酪，喝咖啡，继续饮酒。

一般人除在家或做客时饮酒外，有时还喜欢到小酒店或酒吧去喝酒。小酒店被英国人称为“家外之家”，是居民社交活动的中心。一向沉默寡言的英国人到了这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客人多时，店面人声鼎沸，仿佛另外一个世界。人们从这里可以领略英国人生活中一个很有特点的侧面。

三 居住情况与爱好

据1995年的统计，在5800万人口的英国，各种住宅有2400多万套。其中56%是在1945年后特别是近30年修建的。1944年前建的住宅有一部分也于近年进行了修缮、重建和增添了现代化设备。

英国人的住房水平在西欧是较高的，他们一般喜欢住带花园的一家一户的小楼。在现有住房中80%是小楼房，20%是公寓式的单元房。英国人怀念“绿色英格兰”的乡绅生活。英国的老房，尤其是在郊外或乡野的别墅式小楼，往往老树成荫，绿茵遍野，颇富田园风光。现今凡是有条件的人家都希望能有两处住房，一处在如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以便于工作；另一处在幽静的乡村，以供周末休憩。巨富豪绅大都有自己的豪宅、别墅和庄园，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在不具备这样条件的情况下，人们首选的是住郊区传统式的小楼，而不住城市中心地区的公寓。

战后英国兴建的住宅大都是面积不大而又经济适用的住房。它们一般是带花园的2～3层的传统式楼房，适合于2～4口之家，有2～3个卧室（一大一小或一大两小）；1～2个起居室，可作客厅、餐厅、书房用；外加厨房、浴室、厕所和储藏室等。公寓单元房则一室一厅、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不等，均有厨房、浴室、厕所等设备。

英国私人拥有住房的比例比较高。特别是近30年来，英国政府采取鼓励私人买房的政策。据官方统计，1971～1995年自己拥有住宅的人数增加了1/3。1995年67%的住房已归居住者所有，2007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1%。2007年，租住地方政府公房的家庭占住户总数的11%（1971年为31%），租住房屋互助协会公房者为8%（1971年为1%），另有10%租住的为私人房屋（1971年为20%）。

英国是一个高工资、高消费的国家。房租支出约占职工收入的1/3。为了鼓励个人购房，英国推行分期付款的购房办法。英国有一个遍及全国城镇乡村称为“房屋互助协会”的组织，向购房者提供分期偿还的长期贷款。贷款需连本带息按月分期归还，期限一般为25年。贷款利息较高，到期本息相加相当于贷款数的2～3倍以上。如果到期前贷款人由于失业或其他原因无法按月归还贷款，可申请一定数量的住房救济金，房屋互助协会也可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届时仍无法偿还，则房屋互助协会有权收回房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愿意贷款买房，因为每月归还的贷款数还是比房租少；需归还的贷款可免税，这就使个人所得税率降低，需交税额减少，考虑到通货膨胀率，25年后原贷款的实际价值已大大缩小。人们能住上自己买的房子，在心理上也是一件令人感到快慰的事。

四 婚姻、出生与丧葬习俗


婚姻
 英国法律规定，婚礼一般要在圣公会的教堂中举行，习惯上是女方父母常去做礼拜的教堂。事先男女双方要在各自住区的教堂中发布结婚预告，如果在定期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婚礼便可如期举行。婚礼由教堂牧师主持，要有两个证婚人才能生效。如果结婚的双方不是英国国教的信徒，就需要到地方政府的“出生、死亡及婚姻注册官”那里办理手续。当事人先要提出书面申请，由注册官在办公处予以公布。如无人提出异议，双方再到符合他们宗教信仰的教堂去举行婚礼。有时根据要求，注册官也可以为他们主持结婚仪式。

20世纪初以前，英国男子的求偶及订婚在中上层社会中都有一定礼仪。青年男女在社交场合可以相会，但未婚的年轻女子要有一位年长的妇女陪同。男子向女方求爱，须先取得女方父母的同意，然后才能进一步交往。后来变得比较自由，男方可先向女方表示爱慕之情，但在得到她的肯定后也须立即告知其父母。一旦双方感情成熟，便可宣布订婚。订婚时男方要买订婚戒指，戴在女子左手的中指上。二战后，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像其他西方各国一样，在两性关系上越来越“开放”、“自由”。青年男女不仅摆脱了“父母之命”的束缚，而且未婚同居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当然，在不结婚而同居的人中，也并非都对婚姻、恋爱态度不严肃，有的是对婚姻制度有自己的看法；另有一些人系“试婚”性质，在同居数年后再履行结婚手续，成为合法的夫妻。

英国多数家庭还是通过合法婚姻组成的，婚礼仪式大多也系在教堂举行。在仪式上，新郎穿着礼服，由男傧相陪同，站在圣坛前等候。新娘则身穿白色婚纱、头披白纱，伴随着《结婚进行曲》的乐声，挽着她父亲的手臂，由女傧相（伴娘）前导徐徐走向圣坛，后面有侍童殿后。新娘来到圣坛前面后，新郎站在她的右边，男傧相则站在新郎右边稍后的地方。新娘的左边是她的父亲（如父亲已故，可由哥哥、叔伯等代替）。伴娘及侍童们则站在一对新人的后面。举行仪式时，牧师先问：“是谁把这个女人嫁人的？”新娘的父亲答：“是我。”之后便在就近座位上坐下。然后牧师问男女双方是否愿意结为夫妻，一直到死永不分离，两人分别回答“是”。之后新郎给新娘戴上戒指。牧师祷告说过“阿门”后，新婚夫妇由至亲及主要宾客陪同进入祈祷室，签署登记簿。礼毕，新娘挽着新郎的右臂，伴着《结婚进行曲》的乐曲步出教堂。此时，亲友们向他们抛洒米粒或彩纸屑，以示祝福。

婚礼后通常要举行新婚招待会，内容可简可繁，但一个大蛋糕总是不可少的。第一块蛋糕要由新娘切下。招待会接近尾声时，新人先离席，回房间换上旅行装，然后再出来向客人及亲友们告别，开始蜜月旅行。

英国人对结婚纪念日比较重视，并逢五逢十地分别取了名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银婚”（结婚25周年）、“金婚”（结婚50周年）和“钻石婚”（结婚75周年）。


出生
 婴儿出生后，他的父母要为孩子物色“教父”与“教母”。按传统习惯，如果生了女孩，便要为她找两个教母、一个教父；如果是男孩，则要为他找两个教父、一个教母。英国的教父、教母一般并不是一对夫妇。所谓“教父母”，原意是为了在宗教信仰方面给孩子以帮助，而实际上是希望多几位长辈亲友关心孩子的成长和教养。不过，一个人如在长大成人后才受洗礼成为教徒，也要在接受洗礼前找人做他的教父、教母，其用意则在于帮助他提高宗教信仰方面的教养。

婴儿正式起名要和接受洗礼同时进行，所以洗礼也叫命名礼。洗礼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仪式。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需经过洗礼除去污垢，方能被接受为教中人。施洗礼时，婴儿由教母抱着，站在“圣水盆”处，届时交给牧师。牧师接过孩子后在其头上点几滴水，叫着他的名字：“我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命给你施洗。”施洗最初是把受洗者整个浸入水中，后来逐渐演变为用圣水洗其全身或身体的一部分，再后来除“浸礼会”外，一般只在孩子的头上点几滴水象征一下就是了。在教堂中举行洗礼后，观礼的亲友照例要对婴儿赞美一番表示祝贺，接着由婴儿父母举行招待午宴或茶会。新添孩子的人家，往往在报上登个小启事。亲朋好友得知后，一般要给婴儿的母亲送花，送给孩子一件小巧玲珑但价值不贵的小礼物。被邀参加洗礼和招待会的亲友，一般也要送些礼物。婴儿母亲的挚友或孩子的教母往往送小孩一把银汤匙，以示一生富有、丰衣足食。


丧葬
 过去英国人有大操大办丧事的习俗。上了年纪的人希望死后有一个“像样的丧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英国的丧葬礼仪越来越趋于简单化。不少人主张，应当在孤独与肃静中寄托哀思、怀念故人。

英国人家中如不幸有人去世，家人便在报上登一则小启事，说明某人的丧礼将于何月何日何时在某教堂举行。亲友们见报后，届时如无特别要务应前往参加，以表示对死者最后的敬意和对家属的慰问。

丧事的礼物只能送鲜花或花圈。

丧礼一般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在教堂内举行，由牧师主持追思礼拜。到会者按照事先安排的节目唱圣赞诗、奏哀乐、祷告。丧礼的后半部分是葬礼，在墓地举行。英国的习惯是，此时只有死者的家属、最近的亲戚和最亲密的朋友参加。一般的好友就不去了。

英国人的葬制以土葬为主，死者头朝东方，表示迎接日出与复活之意。少数人也举行火葬。一般友人参加教堂的仪式后就不去火葬场了。

参加丧礼的客人，无论男女都穿黑色或颜色暗淡的服装。男子最好系无花黑领带。另外，要保持肃穆，不可大声言谈。

葬礼举行后，丧家还有一个服丧期。新寡的妇女在两三个星期内不见客人，除非是最亲近的亲友；6个月内不外出拜访；一年之内除音乐会、剧院以及挚友的小型宴会外，不参加任何舞会、大型宴会或场面热闹的应酬活动。她穿的衣服也要以素雅的颜色为主。对丧偶的男子则要求在一定时期内穿着规矩一些，在头两个月内避免花天酒地式的交际活动。英国礼仪在这方面本无一定之规，而越到近年对此要求则越来越不严格。

五 交际礼仪

英国在与人交往中有一些独特的习俗和礼仪。西方有一句谚语：“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它生动地道出了英国人钟爱自己在家里所拥有的不受人干扰的“个人天地”。这是一个由民族习惯长期形成、含义十分丰富的词。举例言之，居住的房屋最好是孑然独立，远离闹市，曲径通幽；若有邻舍，也要以篱笆相隔，绿树荫窗，使屋内人的生活起居、社交往来不为外人所知。邻居之间推门直入，相识之人未经约定便来拜访，都是对别人生活的干扰，属失礼行为。甚至没有什么正当的原因或在不适当的时间给人打电话，也都属干扰了别人的“个人天地”。

英国人不仅忌讳别人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凡他不愿主动告诉别人的事，也都属“个人天地”，别人不宜打听。如果问了，便是失礼，可能落个没趣。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未经介绍不轻易与陌生人搭讪。据说有这样的事：有人常年去俱乐部排遣时光，但在那里却不与人交往，每天一杯酒，独坐一隅，一言不发。而为了获得这个“权利”，每年要交几十甚至上百英镑的会费！英国人的沉默寡言并非出于傲慢，也不只是怕别人搅乱自己的清思，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怕干扰了别人的安静。当然如果一个外国人道声“对不起”，首先打破这层薄冰，还是可以进行一番友好谈话的。但在地铁上则属例外。地铁是英国人一边行路一边看报的场合。在车站或车厢内，各人看各人的报，谁也不看别人的面孔。

英国人内向而含蓄，个人感情一般不外露，所以“一见如故”的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事实上，和一个刚刚结识的人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会被人看做是失态。可能正因为大家不轻易“谈心”，所以英国人见面时最普遍的话题便是“谈天气”。对天气的评论，成了熟人相互致意的客套话。有的人说起风雨阴晴来博古通今，从个人感受到往年记录，口若悬河。所以有人说，谈论天气是英国民族的主要消闲方式。

英国人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常以自己可以上溯几百年的典章制度、工业文明和帝国历史引以为自豪。然而就个人而论，则表现得很自谦。他们视夸夸其谈为缺乏教养，视自吹自擂为低级趣味。在闲谈时，他们很少表现自己；偶尔发表意见，往往先来个开场白：“依我看来，似乎是……”，“如果我没有记错……”，诸如此类的辞令，不胜枚举。谈起自己的经验或成就，英国人就更谦虚了。如果他曾荣获某项世界冠军，他会说他对此项运动“略知一二”。这也就是所谓英国式的“轻描淡写”。他把惊人之举可以描绘得平淡无奇，把兴奋激动化为无动于衷。英国人对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也只说声“不赖”；感到很不高兴的事，也难得勃然大怒。

至于交往中的传统礼仪，这里简要介绍如下：


结识
 英国人相互结识一般需要经过介绍。通常的礼节是：向长者引见年轻人，向妇女引见男子，向地位高的人引见地位低的人。英国在众多的场合都实行“女士优先”原则，如通常是要向有贵族头衔的人介绍没有贵族头衔的人，但如果贵族是男的，而另一方是妇女，则应将贵族向妇女介绍。到别人家做客，一般要先和女主人寒暄、握手，然后再同男主人打招呼。在私人交往中，常常通过写信介绍朋友相识。介绍信一般都简单明了，不写其他事项，写好后不封口交给被介绍人。被介绍人一般不直接持信去拜访对方，以避免收信人必须当面作出反应。如被介绍者系男子，就先去拜访处，但不求见，只把介绍信连同自己的名片留给对方的秘书或助手；如被介绍人是妇女，则通过邮局将信寄去，等候对方的反应。对方收到信后，一般在三四天内做出回答，根据情况或回拜、或约见，如无法安排，也要尽早回信说明。


拜会
 拜会要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前往，迟到或早到都不合适。如情况变化不能如约前往，要尽快通知对方，说明原因并表示歉意。初次拜会属礼节性拜会，客人一般不宜待得太久，以20分钟左右为宜。


茶会
 英国家庭和朋友来往，最喜欢请人吃茶。这种非正式的茶会，少则两三人，多可超过10人，时间一般在下午4～5点钟之间，历时1个多小时。大型的正式茶会，客人可多达200～300人。这种场合要掌握到会的时间，但离去时则不必专门向女主人道谢、告辞。


宴会
 社交应酬最郑重的方式是晚宴。官方或业务上的宴会一般规模较大，家庭宴请则人数较少，有条件的人家平日正式宴请多为宾主共12人。邀请别人参加宴会，必须若干天前发出请帖，一般至少是10天以前。请帖上面有法语缩写“请答复”（RSVP）字样。过去，受邀者不论能否参加，都应书面答复。近年来，这方面的程序已简化。除了特别隆重的大型宴会外，一般都由主人先用电话邀请，等对方口头接受之后再发出请帖。此时请帖上的“RSVP”用笔划去，写上“P.M.”或“To remind”（备忘）。客人只要届时出席，无须再答复。

晚宴根据其正式程度，可由主人指定客人的服装，在请帖上用笔写上informal（便装）、black tie（黑领结或小礼服），或white tie（白领结）。白领结的宴会是最正式的一种，白领结的大礼服也就是燕尾服。黑领结次之，但也比较正式，客人要系黑领花，着黑色不带燕尾的小礼服（夏天则是上白下黑）。女士要穿长的或较长的连衣裙。

宴会一般男女人数相等，排座位时是男女相间；如男女数目不等，一般应男多于女。座位的排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男女主人对面而坐，各占长餐桌的两端；另一种是男女主人都在长餐桌的中间，也是面对面而坐。最主要的男客在女主人的右边，第二位男客在女主人的左边，如此依序排下去。女客人也是这样排列，男主人右侧的座位最重要，左侧是第二位，余之类推。

客人陆续到达后，先在客厅聊天。此时主人上开胃酒——威士忌、雪利酒、鸡尾酒、啤酒、橘汁或其他果酒，由客人自选，大约20～30分钟。客人到齐后，由主妇邀请大家进入餐厅。入座时，男客要协助他旁边的女客，替她把椅子向后挪动一下，等她坐定后自己再就座。

桌上每人面前餐具的排列：中间是餐盘，左边是叉子，右边是刀子。刀叉的数目是相等的，根据宴会的繁简，一般是2～3份。汤匙则摆在刀子的右边。餐盘的前面横摆着的是吃布丁的匙和叉子、吃水果的小刀。左方较小的盘子是面包兼沙拉碟，正前方偏右是大水杯，再右依次排列的是白葡萄酒杯、红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刀叉与杯子的数目视宴会的规格而定；主人准备了几道菜、几种酒便预备几份刀叉和几种杯子。

刀、叉、匙的取用，是由外及里依次使用。汤先上来，喝汤时可以吃面包，要用手掰下小块食用。面包碟里的小刀是专抹黄油用的。喝汤时不可发出声音，喝到盘底时，要用左手稍稍抬起靠近自己的盘边，用汤匙由里向外舀汤送入口中。汤以后的第一道菜一般是鱼虾之类。这道菜要用鱼刀、鱼叉，通常也就是摆在两侧最外边的一对。鱼刀比较钝，刀与叉边上都有曲线的纹饰。吃肉类的刀子则较锋利，刀与叉都朴素无纹。刀子不能入口，客人不要擦刀叉。无论什么食品都不得用叉子整个叉起来往下咬，要切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叉起来吃。每次取菜不宜太多，除骨头、果核外，不要有剩余。主人喜欢看到客人把各自餐盘内的食品吃干净。至于侍者上菜，一般每样都要上两次。第一次取用后如打算再吃一些，客人要把刀叉呈八字形打开，刀刃向内，摆在自己的菜盘上；如不拟再用，就把刀叉并拢放在盘中。英国人在食用较软的食品如烧丸子或布丁之类的食物时，凡不必用刀时都避免用刀，只用叉或点心匙切下送入口中。

较丰富的宴会备有两种以上的酒：吃鱼时上白葡萄酒，吃肉菜时上红葡萄酒。如果最后还有香槟酒，那就是很隆重的宴会了。英国人席间不劝酒，宾主饮多饮少全凭自己。但也不时举杯互祝健康。

除了茶会、晚宴之外，英国还有诸如午宴、冷餐会、鸡尾酒会、舞会、游园会、文娱晚会以及酒店小酌等社交方式。


午宴
 一般在午后1时左右举行，在服装、礼仪等方面均不像正式晚宴那样严格。菜肴也比较简单，除了冷天之外大都没有汤。如果是熟朋友之间的聚会，也可以不排座位。午宴多半是业务上有关系的人士相聚的方式。那些无异性参加的社交聚会，也多以此方式。


冷餐会
 又名自助餐，一般宴请的人数较多，也无固定的座位。可在室内，温暖季节也可在室外举行。食物和餐盘、刀叉都摆在会场边的长桌上，由客人排队依次自取，然后自己找地方食用。


鸡尾酒会
 这是商贸界和外交界以及其他交际活动比较频繁的人士所喜欢采用的酬酢形式。凡企业开张、展览会揭幕、送往迎来、新负责人上任、新书出版等都可举行鸡尾酒会。酒会历时不长，时间都在请柬上写明，可一举邀请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无论宾主都人手一杯，在会场与人伫立交谈。酒会上备有小吃，如干果、小面包、各类煎炸的食品，只为佐饮，不为充饥。酒会人多人少都无关系，所以请柬上一般都把RSVP（请复）的字样划去，而写上Regrets only（如不能出席，请复）。


舞会
 英国的大型舞会，一般在夜间10时左右开始，但也有下午的“茶舞”，通常是下午4～7时举行。主人有时只请少数客人吃饭，多数客人则只请来参加饭后的舞会。客人接到请柬要看清内容，以免造成尴尬局面。舞会可在家举行，也可邀请客人到饭店参加公众舞会。对已婚的客人要邀请夫妇同时参加。客人出席舞会要注意服装整齐。跳舞时男客应轮流请女客共舞，尤其要与女主人共舞，不要总是同自己的妻子或女友跳个不停。遇有重大节日时，伦敦的上层社会可能不止一处举行舞会，同时接到两份请帖的事时有发生。但在大型舞会上，客人可以随时离去，不算失礼。


游园会
 英国人酷爱乡间生活，富有的人家除在大城市居住外，往往在乡间另有田园房舍。每年7月底至9月上中旬在乡间居住时，他们常常举行游园会招待友人。游园会一般都在下午举行，时间是午后3点半或4点到6点半之间。主要活动是与朋友相会、谈心，间有音乐表演或体育活动。这种游园活动规模较大，劳师动众，所以在二战后民间很少举行。但英国女王每年在白金汉宫的花园要举行3次游园会（另有一次在苏格兰举行），招待社会各界人士及海外来访的名流。被邀请者都将此视为一种荣耀。


文娱晚会
 邀请朋友到剧院观剧、看电影、听音乐会，也是经常遇到的一种交际方式。参加这类活动不能迟到，音乐会尤其如此，迟到者须在奏完一曲的空当甚至等中场休息时才能入场就座。剧场要保持安静，在剧场内咳嗽尤为英国人之大忌。为演出喝彩也有讲究，看戏是在每一幕完结时鼓掌；看芭蕾舞则可以在演出中间、一段独舞或双人舞表演之后鼓掌；听音乐会则只能在一曲终了之后才能鼓掌，不可在中间稍有停顿时发出掌声。


酒店小酌
 在英国最简便的应酬方式，莫过于邀一两个友人到酒馆去喝杯酒了。在这里没有繁文缛节，不需衣着考究，也不需用请柬预先通知，临时遇见就可即兴相邀。一杯酒落肚之后，往往便可天南海北地健谈。只是需要礼尚往来，讨扰别人之后，要记着过些日子回邀对方。

六 节假日与传统活动

英国有许多传统节日与有意义的活动。传统节日或与基督教有关，或源自久远的民俗；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英国一般实行每周5天工作日。职工每年可享受带薪休假至少3个星期。此外，一年中全英还有8天“银行假日”。银行假日是指此时银行停业，所以成为举国休假的日子。银行假日的具体日期各地区并不完全一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元旦、耶稣受难日、复活节星期一、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最后一个星期一、8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以及两天圣诞假日。苏格兰地区可自行规定公众假日，基本上同英格兰一致，只是元旦有两天假日，复活节则未必休假。北爱尔兰的假日除与英格兰一致外，还规定3月17日为圣帕特里克节，以及7月12、13日两天是本地区的假日。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建国纪念日，因此也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庆日”。英国驻外使领馆都在女王“官方诞辰”这一天举行招待会，并把这一天当做国庆日来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真正生日是1926年4月21日，而“官方诞辰”则是靠近6月11日的那个星期六。

下面就某些比较重大的节假日与一些有意义的传统活动，从年末的圣诞节开始依照时序简要介绍如下：


圣诞节
 12月25日是纪念耶稣诞辰的节日。这个日子是罗马教皇在5世纪时规定的，选择这一天据说是为了与古代风俗相一致。远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古罗马人和欧洲的其他民族都在冬至前后举行一些重要的庆祝活动，一方面欢送寒冬的终结，另一方面则庆祝阳春已经在望。现在的圣诞节已不仅是宗教节日，而是普天同庆的世俗节日。为了庆祝这一天，人们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如寄圣诞卡、采购礼品、张灯结彩等。因而这也是百货店、食品店以及礼品商店最兴旺的时期。12月24日晚上被称为“平安夜”。这天晚上，新旧基督教的各派教堂都要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有的年轻人及学生去各处巡游，高唱圣诞颂歌。圣诞节当天，人们合家团聚，共进节日盛餐（圣诞节的主餐通常都有一道烤火鸡或烤鹅，还有一道“圣诞布丁”；此外圣诞节期间人们每天还要吃一个以干果和鸡蛋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小馅饼，以祈求好运）。英国女王一般都在当天下午通过广播和电视发表圣诞讲话，向全国和英联邦各国表示祝贺。这一天，孩子们除了得到心爱的礼物（特别是由身穿红衣裤、须发皆白、头戴红帽的“圣诞老人”分发的礼品）外，还能玩到圣诞节所有的各种游戏。从广义上讲，圣诞节不只是12月25日这一天，而是整整12天。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家庭都用圣诞树和常青植物特别是冬青、槲寄生点缀室内，从圣诞节前两天一直保留到“第十二夜”（即次年的1月6日）才取下烧掉。


新年
 新年与圣诞节相隔不远，为期12天的圣诞节假期又包括新年在内，因而在英国多数地区，新年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在苏格兰地区和英格兰北部的个别地区，人们对新年却比过圣诞节更为重视。苏格兰人习惯在除夕守岁，或在自己家中，或与朋友一起举行晚会。更有许多年轻人跑上街头，一边喝酒，一边跳舞，或高唱苏格兰那首世界知名的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午夜12点各教堂的钟声敲响，人们互相亲吻，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彼此一般都不拒绝，以祝贺新年。苏格兰有一种风俗，他们对“第一脚”（指除夕午夜过后第一个来拜年的人）很重视。这人必须是黑皮肤、黑头发的男人，最好是个陌生人。如果他不够黑，手里要拿一块黑煤，还要拿一块面包或一枝槲寄生。进来后把煤放进这家的炉中，把象征善意的面包和盐放在桌上。这一切“仪式”都要在沉默之中进行，然后他才开口向这家人祝贺新年快乐。主人随即拿出小面包或糕点、葡萄酒或威士忌来招待客人。苏格兰风俗认为，如第一个拜年的人符合这些条件，就会给这家人带来好运。英格兰有些地方在除夕夜举行化装表演和游行，有的搞化装比赛，也有的每年举行火球游行。另外，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人们在除夕夜麇集街头，午夜时分当“大本钟”钟声响起时，陌生的男女便在街头互相亲吻，年轻人还故意冲进广场中心的喷泉。


情人节
 每年的2月14日是英国的“圣瓦伦泰因节”，也译为“情人节”。圣瓦伦泰因是古代殉教的一位基督教圣徒的名字。据传，这一天是鸟儿选择配偶的日子，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圣瓦伦泰因节就成了年轻人选择情侣的情人节。在这一天，青年男女便互赠礼品，现改为寄“情人卡”。这种卡片只有收信人的名字，并无寄信人的落款，但多半会在收信人的意料之中，信中言辞大多表达爱情的心声。


圣大卫节
 大卫是威尔士的保护神。3月1日是圣大卫节，相当于威尔士人的“国庆节”。传说圣大卫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圣徒，生活艰苦，有时甚至只吃面包和青葱。所以每逢3月1日，威尔士人除了佩戴威尔士的“国花”黄水仙外，还有人佩戴青葱。


圣帕特里克节
 圣帕特里克是爱尔兰的守护神，纪念他的节日是3月17日。每到这天，包括北爱尔兰在内世界上所有的爱尔兰人都要举行庆祝活动。每个爱尔兰男女届时都要佩戴爱尔兰“国花”酢浆草，衣着上要有绿色，甚至还要吃带绿色的蛋糕。


愚人节
 4月1日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愚人节，又称万愚节，是一个以戏弄别人取乐的“节日”。关于这个节日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人说，古代新年曾是3月25日，而4月1日是新年8天假日的最后一天，故允许人们再纵情欢闹一次。也有人说，耶稣曾在4月1日这天遭受犹太人的戏弄，所以这天便成了愚弄人的日子。


大学竞舟
 这是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每年一次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举行的划艇比赛。赛程是从普特尼逆流而上划到莫特莱克。这一年一度的比赛吸引着沿河两岸成千上万的观众，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重要活动。比赛时间在每年的3月、4月间。两所高校都把比赛的结果与本校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故双方都十分重视。每队各有桨手8人，舵手1人，比赛全程为7.2公里。


圣乔治节
 每年4月23日是英格兰地区传统的圣乔治节。圣乔治是英格兰地区的保护神。据有限的资料表明，圣乔治是古罗马帝国的军士，英格兰地区一直将他的名字当成本民族的象征。每到这一天，圣乔治旗（白底上有个红十字）或英国国旗在英格兰各地尤其是圣公会教堂的上空飘扬。富有民族意识的英格兰人都在衣领上佩戴一朵“国花”红玫瑰，以纪念这位传说中的保护神。


莎翁纪念日
 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诞辰是1564年4月23日，52年后（1616年）他又恰巧在这一天故去。每年这一天（或靠近这一天的周末），莎翁的故乡（阿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城）都要举行纪念他的化装游行。一些研究“莎学”的重要学术会议也往往在此间举行。该市有一个常年演出莎剧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每逢此时门票最难买。


复活节
 这是仅次于圣诞节的大节日，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而设的节日。日期不固定，根据《圣经》的记载，是按阴阳二历结合计算的。具体是每年3月21日起第一次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即为复活节，如果月圆正值星期日就顺延至下一个星期日。所以历年复活节的实际日期最早可以在3月22日，最晚则是4月25日。英国的机关、企业等从受难日（星期五）就放假，中间有一个本不工作的星期六，一直放到复活节的星期一，一共是4天。复活节这天的主要活动是大吃鸡蛋，因为鸡蛋象征死后又会复苏的生命。教堂、学校或家庭在这一天把煮熟的鸡蛋藏进树穴、草丛或山石后面，邀请前来聚会的孩子们四处寻找。亲友之间在节日期间赠送的礼物主要也是鸡蛋。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到教堂去做礼拜，领取“圣餐”——一块火柴盒大小的面包，蘸上点红葡萄酒，作为纪念耶稣和坚定信念的一种方式。


五朔节
 5月1日是英国传统的五朔节。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在古罗马时代即已存在。5月1日在凯尔特人的历法中是夏季的第一天，是春末祭祀“花果女神”的日子。在度过漫长的寒冬当5月到来时，英国古人就要庆祝太阳普照大地，并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用老牛拉绳，在村庄草地上树起高高的“五月柱”，上面饰以绿叶，象征生命与丰收。村民们尤其是青年男女都围着“五月柱”翩翩起舞。姑娘们一早起来就到树林中采集花朵与朝露，并用露水洗脸。小女孩还把花草编成花环，抬到街上去游行。现今英国有些村庄还有“五月柱”。它是用挺拔的树干做成，上面漆上五颜六色，顶上挂着花环，花环上拴着各色彩带。在这一天，孩子们手持彩带围着柱子跳舞。有的村庄要选出一个少女做“五月皇后”。在少数村庄，女孩子们还保留着结队游行的习俗。小伙子们在这一天则要跳一种叫“莫里斯”的土风舞。跳莫里斯舞并不限于五朔节，在流行这种土风舞的地区，每年从五朔节这天开始，紧接着是在“圣灵降临节”（5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一，为基督教的第三大节日），此后在夏季的其他节日，也都跳这种舞。


女王阅兵
 每年最接近女王“官方诞辰”的那个周末（一般是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首都伦敦的官员都在白厅西面的“骑兵卫队广场”举行盛大的军旗分列仪式，由女王亲自检阅王室近卫军——御林军。这样的阅兵式约有200年的历史。第一次是在1755年，那是为了向英王乔治二世（最后一个亲自领兵作战的英国君主）致敬。从1805年开始，英王阅兵就成为每年必定举行的大典。检阅后，部队高举队旗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举行分列式，向女王致敬。最后，女王乘马车走向御林军的队首，亲自率队沿直通王宫的林荫大道行进到白金汉宫。在宫前，她再一次接受敬礼，然后大队人马列队离去。


北爱尔兰“奥兰治节”
 每年7月12日和13日是北爱尔兰的公众假日。这是为了纪念17世纪末信奉新教的奥兰治威廉王战胜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战争。节日期间，贝尔法斯特的新教徒一早起来就用一种名叫“甜蜜的威廉”的石竹花、橘红色的唐菖蒲来装饰他们要打出的旗杆。所有的男人都斜披橘红绶带，排好队伍，准备游行。全城大约要出动几百个乐队，伴随大队人马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并连续数天，整个市区都为鼓声所震撼。但由于新教徒的游行队伍常常试图通过天主教徒居民的住区，经常出现彼此对立和冲突的紧张局面，节日期间往往成为北爱地区的治安最为紧张的日子。


威尔士赛诗节
 威尔士人酷爱诗歌，喜欢音乐，几乎人人都能演唱。每年8月举行的这一盛大的民族节日充分表现了威尔士人的这一特点。每年赛诗节的地点不固定，在威尔士地区的南北两地交替举行。赛诗节开幕式五彩缤纷，主持人身穿法衣，手持和平宝剑向与会群众三呼“要和平吗”？群众齐声回应，然后整队退场，接着是各种比赛开始。所有仪式、讲话、歌词以及应征诗作，一律使用威尔士语言。


苏格兰艺术节
 苏格兰地区每年夏季（通常在8月份）在爱丁堡举行音乐戏剧节，又称爱丁堡艺术节。艺术节始于1947年，旨在为欧洲的和平团结提供一个活动舞台。此后艺术节不仅年年举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目前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艺术节之一。一般历时3周到1个月，内容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和图书展览等。届时大批访问者云集该历史名城，前来参加或欣赏各种音乐会、戏剧演出和艺术展览。许多演出者都是知名艺术家，同时也为新秀提供机会。在高踞该城之巅的古爱丁堡城堡里，军队也同时表演，借助于新式装备展示军事技巧，并随着激昂的军乐进行复杂的操练。1998年艺术节期间，只有50万居民的爱丁堡市，一下子猛增至100万人。艺术节不仅繁荣了本地的文化，也为爱丁堡带来可观的收入，仅1997年该市就从艺术节上赚取了1.2亿英镑。

此外，每年秋季苏格兰高地的某些城镇也要举行一年一度传统的音乐和体育节。最著名的是在9月举行的布雷玛集会，王室成员的参加更显示出这一集会的重要性。参加集会的人都身着饰有本民族标记的高地服装，男子穿着用苏格兰方格呢制成的折叠短裙。活动内容有跳轻松活泼的民间舞蹈，吹奏悠扬浑厚的风笛，比试体力的竞争角逐，如摔跤、射箭、掷锤子和铅球。其中最吸引人的便是投松木杆比赛，既需要过人的体力，又要有高超的技巧。


万圣节与万灵节
 10月31日至11月2日虽不是英国的公众假日，却是全国性的传统节日。10月31日是万圣节前夕Halloween（哈罗温），11月1日是万圣节，2日是万灵节。这一节庆是古凯尔特风俗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古凯尔特人的新年是11月1日，他们认为，10月底是温暖季节的结束，新年则是冬季的开始，此时黑暗与神秘统治大地，妖魔与巫婆四处活动。所以，每逢这个日子，到处都要燃起篝火或火把，借以驱邪逐妖。这个节日也是占卜命运和纪念亡人（万灵节）的日子。10月31日的“哈罗温”，可以说是英国的鬼节，是孩子们乃至青年人尽情嬉笑、顽皮、吓唬人的日子。


烟火节
 17世纪初，有几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因反对英国国教，阴谋在1605年11月5日英王主持议会开幕时炸毁议会，由一名叫盖伊·福克斯的人点燃火药。后事情败露，盖伊于11月5日被杀。詹姆斯一世命令全国燃放焰火以示庆祝。次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每年11月5日为法定节日。此后，每年的11月5日，青年人就自做一个代表盖伊的假人，里面塞满破旧衣服、报纸或牧草之类，在晚间的篝火会上付之一炬，同时放起烟火，欢庆一番，实际上变成“篝火夜”或“烟火狂欢节”了。


伦敦市长就职游行
 这里所说的伦敦城是指大伦敦的老城区，面积约有260公顷，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但由于是工商金融中心，平日来这里上班的却有40万～50万人。伦敦城的市长和重要官员都是按照古时的传统由各行业公会选举产生。伦敦城还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即英国君主进入城区，要先得到市长的允许。当然，当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如要到伦敦城巡察，市长大人是绝不会拒绝的。伦敦城每年9月29日选举市长，11月8日新市长在市长官邸举行就职典礼。出席的大员都身穿长袍、头戴假发，市长的权杖和宝剑也要摆出来。仪式在室内举行，各个古老行会的执事头戴三角帽，身穿古制服，站在门口阻止闲人入内。每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新市长上任视事的日子。这天照例要举行颇有声势的古装游行。游行队伍长达一两公里，主要是由各式彩车组成。市长乘坐的车辆在最后，是一辆由6匹骏马拉的大马车。车子雕金画彩，辉煌夺目。马匹身上的挽具也重达百余磅。车夫头戴假发，身穿华丽制服。侍从们也身着古装，或陪坐于市长身边，或随行两侧，或挽辔而行。市长在各官员陪同下，从官邸游行到市政厅，举行仪式后再到皇家大法院宣誓。当天晚上，市政厅举行盛大宴会，英国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照例都要亲临参加。大主教主持祝酒，而首相则可借机发表政治性演说。


休战纪念日
 又称阵亡将士纪念日。为缅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将士，英国人民每年在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11月11日最近的星期日，举行特别的教会仪式和市民仪式，以示纪念。最主要的仪式是王室成员在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将士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出席纪念仪式的还有首相及反对党领袖等政界要人。在纪念日中，人们普遍佩戴假罂粟花，它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佛兰德战场的玉米地里生长的罂粟花，以此象征一战和二战的士兵。


圣安德鲁节
 11月30日是苏格兰人的民族节日“圣安德鲁节”。安德鲁是个身世不详的圣徒，据说是苏格兰的保护神。这天，苏格兰人都喝威士忌酒，跳苏格兰舞，唱苏格兰民歌，以示庆祝。


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上古简史

一 罗马征服前的英国古代居民

据1994年的考古发掘，英国发现了50万年前的古人类骨骼。它表明不列颠岛上自古就有人类居住。但除了一些遗迹之外，人们至今仍无法获知岛上最早居民生活的准确信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到过“不列颠诸岛”。不过大不列颠第一次载入史册是在公元前1世纪，当时罗马帝国的恺撒东征西讨，曾两次率部队入侵大不列颠岛南部。

据考证，在远古时代，不列颠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旧石器时代的不列颠居民就来自欧洲大陆。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一部分来自中北欧的移民（阿尔卑人或称“陶盆人”）开始在不列颠东部定居；而通过海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定居者则分别在英格兰的西南部、爱尔兰、威尔士、马恩岛和西苏格兰定居下来。他们带来了耕种、畜牧、造船和纺织等技术，过着以农牧为主的生活。这便是英国最早的居民。

伊比利亚人又称巨石器人，现今在康沃尔、爱尔兰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沿海留有他们的许多遗迹。在他们定居过的由索尔兹伯里平原向四周伸展的一些白垩丘陵地带，有英国最古老最富历史性的大路：“伊克尼尔德路”和“皮尔格里姆路”。沿着大路有许多长冢，既有高耸在锡斯伯里和多尔伯里的大土阜，又有巨石圆柱阵，其中最雄伟的是埃夫伯里，最驰名的就是斯冬亨治。这些遗迹的巨大和壮丽，说明该民族人数众多，组织完善。想必一定有千千万万人的合作才能修建这些大土阜，才能修筑这些大路把各居民区相互连接起来。丘陵地带的阶地表明，当时存在以锄镐作农具的集体农业。劳动已有某些分工和专业化。例如，诺福克居民采挖加工燧石，并且在不列颠全境进行交易。居住在东部沿海一带的阿尔卑人，拥有他们特有的陶器，故有“陶盆人”之称。该民族熟悉青铜的冶炼和用途，他们经过东盎格利亚，上溯泰晤士河流域，和伊比利亚人相汇于现今的威尔特郡地区。于是这一地区就成为前凯尔特文明的中心。约在公元前2000年，英国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原先居住在欧洲大陆西部的凯尔特人各部落分三批移居不列颠。他们不仅懂得青铜的用途，并给英国带来了铁器时代的文明（英国的铁器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其中的一支称为不立吞人（Britons），“不列颠”的称谓即由此而来。约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入侵者中最后一支、也是最为开化的比尔格部，统一了凯尔特人各部落，成为不列颠全岛的主人。

凯尔特人在不同的地区与先来的伊比利亚人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虽然西部的主要民族为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却能迫使不列颠群岛全境接受他们的部落组织。凯尔特人部落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这些氏族联合起来成为基础更大的团体，最终升至部落和部落联盟。凯尔特人从事多样化的农业，并且把耕犁输入英国。从某些方面看，这种农业是粗陋的，他们犁田往往只是耙松地面而已。可是他们较善于使用金属，在耕作技术上不断进步，所以能开辟新的居住点和耕作地区。特别是比尔格部的到来，在凯尔特不列颠的发展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经营的农业使不列颠东南部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与此同时，市场渐渐兴起，与高卢人的贸易也发展起来。有了贸易，就产生了最早的货币。强大的部落酋长开始自命为广大地区的国王。这就是公元前55年恺撒开始入侵英国时所面对的不列颠民族。

二 罗马统治不列颠时期

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罗马皇帝恺撒率领罗马军队两次入侵英国。不列颠的财富固然是引起罗马人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早已听说不列颠岛富产珍珠、谷类和锡矿），不过他们更看重的乃是不列颠的战略地位。罗马新近征服了高卢，而不列颠是支持高卢人抵抗罗马的中心。在罗马人看来，必须对不列颠进行征讨以示惩戒，罗马对高卢的占领才算确有把握。罗马军队两次渡海入侵大不列颠南部，均被不列颠人击退，在劫掠了一些奴隶和财富之后便撤走了。

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率军入侵不列颠岛，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罗马占领时期，大不列颠遂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他们以伦敦为基地，在那里修建了码头与兵站，逐步向岛屿内地扩展。他们首先征服了英格兰，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平息了威尔士地区的抵抗，而对当时荒蛮的苏格兰地区却无能为力。公元12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大不列颠，命令在英格兰北部与苏格兰交界处由岛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修筑一道长118公里、宽2.5米～3米的军事屏障，以防御苏格兰土著的侵扰。这是一道用石头砌成拥有17座要塞的巨大而坚固的城墙，西起卡莱尔，蜿蜒至东部的纽卡斯尔。这条名为“哈德良长城”的城墙，就是罗马帝国当时最北部的边界。历史沿革至今，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比“哈德良长城”已北移了许多。

罗马不列颠分为两部分：民政区即低地区，军事区即高地区。军事区都是荒凉、贫瘠而多山的地方。而在民政区情形就不同了。不列颠对罗马之所以可贵，主要因为它是个富饶的产粮地区。直到公元360年前后，它每年都要运送大批粮食到高卢去。绝大多数发达的城镇也都集中在民政区。

罗马统治不列颠近400年之久，给这个岛屿带来不少变化。岛上原来没有像样的城市，罗马人以其先进的技术，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大道，建设起许多城市。伦敦就是罗马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作为罗马占领者的一个军事行政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繁荣，给伦敦带来了经久不衰的生机。一座占地广阔、规划合理、有坚固城墙保护的城市发展起来，它不仅是罗马的不列颠行省的一个重要城市，而且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不列颠还有5座城市属罗马自由市之列，它们是维鲁累米恩、科耳切斯特、约克、林肯和格洛斯特。这些城市按照罗马城市的标准样式，像棋盘那样设计成许多方格子，便于居民有序地居住。城内沟渠纵横，分上下水道，不但有公共浴室，而且有集中供暖设施。各城市之间建有别墅，即罗马贵族和不列颠阔人居住的乡间住宅。在罗马占领期间，一些森林区开始被开垦。沿着河流和大路，在森林地带的边缘，人们伐木辟地，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过耕地仍主要分布在便于耕种的偏高的沙土地带，采用几千年来一直沿用的原始耕作方法。森林、沼泽和肥沃的低洼黏土地带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垦。罗马贵族以不列颠人为奴隶，经营农场和畜牧业。被奴役者允许耕种小片土地，以交纳定额地租或服劳役作为回报。与之并行的则是凯尔特人的部落农业。

罗马统治不列颠时期，尤其是在公元2～3世纪的某些年代，可以称为不列颠的“黄金时代”。当时社会秩序井然，法律严明，人们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罗马文明（包括市政、法治、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等）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但是在公元3世纪末，不列颠的罗马文化已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到公元4世纪初，这个“还过得去”的社会已蒙上一层阴影。罗马不列颠渐渐失去了安全感。它的公民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包括不列颠行省在内的这个世界性制度正在衰亡，他们进入了惶恐不安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灭亡，是由种种内外因素的结合和互动而促成的。其中，促使帝国灭亡的国内因素的作用尤为重要。罗马帝国的全部经济都有赖于奴隶大军。为了使奴隶得到补充，需要不断向外扩张，以便取得新的奴隶来源。一旦罗马在军事上对新占领土难以保持，衰落就不可避免。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是军事独裁制，互相争雄的帝国和外省将军们的争权夺利，使得内乱不断发生，大大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来自帝国外部和外省对罗马帝国的冲击与反抗，则加速了帝国的灭亡进程。公元4世纪，以匈奴西迁引发的亚欧民族大迁移，导致大批日耳曼部落联盟向罗马帝国境内推进。当日耳曼人的进攻与境内奴隶和外省被奴役民族的反抗给罗马帝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的时候，中央政府就逐渐放弃了对边远省份的控制，于是一个省又一个省被蛮族部落所蹂躏，并建立起各种独立王国。在外省中不列颠是最遥远、最暴露的，所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也最早。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攻打不列颠的并不是渡海而来的日耳曼部落，而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未被征服的凯尔特人。在长达250年至350年的和平时期以后，一连串的侵犯横扫不列颠，直抵伦敦城下。在头几次入侵之后，罗马人的领土还曾有过部分恢复。但在公元409年，罗马发生内乱，它在不列颠的大部分驻军不得不撤回本土。这时大队日耳曼族人也渡过莱茵河进入了高卢，切断了不列颠与罗马本土的交通联系，使撤出的罗马军团难以再回到不列颠。罗马人的离境为不列颠岛重新获得独立创造了条件。

三 盎格鲁-撒克逊入主英格兰

罗马军队撤离不列颠之后，罗马皇帝在各地接二连三告急文书的催促之下于公元410年宣布：“罗马帝国的各个行政区应该设法自卫”。当时中央政府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许多不列颠小公国，它们只得急忙组织自己的管理机构和防务，以对付岛上荒僻地区未被征服的凯尔特部落和外族入侵者。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和丹麦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来自莱茵河下游的朱特人等日耳曼部落开始入侵不列颠，延续达一个半世纪。在这一过程中，不列颠人不断遭到屠杀或沦为奴隶，有一部分被迫迁至西部和西北部山区，但大部分人与入侵者融合。英国文学中关于阿瑟王和圆桌骑士抗击蛮族与入侵者的传说，大约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7世纪初，入侵者先后建立起7个国家，即东部和东北部盎格鲁人的麦西亚、诺森伯利亚和东盎格利亚，南部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苏塞克斯，东南部朱特人的肯特。这个时期史称“七国时代”。

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欢居住在河谷地区。他们认为，河边的草地是有经济价值的地方，低处可种庄稼，高处便于放牧。他们让本地人当奴隶耕种其原有的土地。后来，有些古老的不列颠田庄逐渐荒芜了，那些本土人便聚居到河边或溪头的村子里；不过有些地区的本地人仍在丘陵地带耕种土地。

在日耳曼人入侵不列颠的过程中，原来的氏族组织逐渐解体，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村社结构取而代之。由于频繁的军事活动，武装的农民被迫接受更为强大的国家权威，国王的地位日益显赫。他的支持者和随从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一阶级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胚胎，逐渐控制了整个社会。这个过程起初并不太显眼，但从7世纪起日益明显起来，特别是8世纪末丹麦人入侵英格兰的战争，大大加快了英国的封建化进程。由于战争频仍，税收沉重，迫使自由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依附农。国王以诏书的形式把土地册封给贵族，成为封建领地。农民为躲避战祸和捐税，求得自保，便将土地交给地主，再领回耕种，以示接受地主保护。国王还给地主以“特恩权”，即对领地内的依附农民实行政治、经济、法律等全面的统治权。特恩权加速了农民的农奴化。封建领主是主人，也是农奴的保护者。他必须支持他的属民，打官司时给他们撑腰，发生饥荒时供养他们；反过来，他们必须为他种地，为他打仗。封建领主所实行的个人统治制度，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中间逐渐扎下根来。

在罗马帝国占领不列颠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帝国的国教。由于罗马帝国对宗教比较宽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得到了发展，不列颠岛上也有了基督教会。当不列颠人同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进行长期斗争的时候，基督教会和岛上的幸存者一起退到了岛的西部。过了一个时期，现在的整个威尔士地区便皈依了基督教。圣帕特里克于公元432年来到爱尔兰传播基督教，把已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使尚未入教的王国皈依基督教，并使爱尔兰同西欧的基督教会联系起来。圣帕特里克死后，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又把基督教自爱尔兰传播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不过，此时传到英国的基督教，同欧洲国家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有所区别，同罗马教廷没有什么联系。罗马教廷于6世纪末决定派人到英格兰去传播和加深基督教信仰，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并使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合为一体。圣奥古斯丁和罗马教廷的其他使者先后来到英格兰，成功地使信奉战神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公元664年罗马基督教徒和凯尔特基督教徒在惠特比召开宗教会议，讨论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和分歧。会上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不列颠的基督教学说是否应该同基督教世界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卓有成效的调解，盎格鲁-撒克逊人大多数王国的教会都同意隶属于罗马教廷。尽管凯尔特人的教会领袖和爱尔兰的教士们仍在分庭抗礼，但不列颠岛第一次在信仰和道德方面实现了统一，大部分地区都同罗马教廷有了直接的联系。到7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全境几乎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岛上建立了许多教堂。这对英国的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七国时代”，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为争夺霸主地位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居主导地位的首先是肯特王国。肯特之所以早握霸权，是因为侵入此地的法兰克人在文化上占优势，并且同欧陆保持着接触。诺森伯里亚王国的强盛时期，就是凯尔特教会输入的较高的文化广泛传播于全国之时。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和国力不强等因素，其极盛时期结束之后，霸主地位便转移到了麦西亚王国。麦西亚的勃兴，可能是由于肥沃的中部平原拥有众多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他们又由于战胜威尔士而获得了丰富的战争经验。麦西亚两代国王埃塞尔鲍德和奥法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恢复了麦西亚在不列颠岛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奥法不仅自称英格兰国王，而且还自称为“全英格兰国王”，统治着岛上的绝大部分地区。不过，麦西亚王国没有坚固的天然疆界，因而易受四面攻击。相比之下，威塞克斯不仅拥有广大而肥沃的土地，并且具有天然的优良疆界，在其西南还拥有一块腹地，它可以充分供其扩张之用。公元800年以后不久，威塞克斯在埃格伯特的统治下渐渐胜过它的敌国。然而，此前诺曼人开始对不列颠岛的入侵，大大加快了岛上形势的变化。在诺曼人入侵中，首当其冲的是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两国不久就遭蹂躏。威塞克斯虽摆脱了旧的对手，却又面对另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从公元8世纪末起，以丹麦人为主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频繁入侵英格兰，蹂躏英格兰达250年之久的北欧海盗时代由此开端。在反抗丹麦人入侵的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逐渐形成了联盟。力量强大的威塞克斯王国国王埃格伯特于公元827年统一了七国，开创了撒克逊王朝。9世纪末，丹麦人已在大不列颠岛上建立起大片的居住地。埃格伯特的孙子阿尔弗雷德大王智勇双全，经过多年的战争终于击退丹麦人的入侵，在公元879年和丹麦人达成协议，划定英格兰东北部归丹麦管辖，称为“丹麦区”。由于阿尔弗雷德的努力，使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相互交融，丹麦人的血统和文化习俗在英格兰保存下来。1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的后继者逐渐收复丹麦区，实现了英格兰的统一。阿尔弗雷德的孙子艾特尔斯坦成为全英格兰第一代国王。10世纪是英格兰在文明道路上向前迈出关键一步的时期，也是英国行政机构臻于完善的年代。在争取实现英格兰统一的过程中，撒克逊人一直有意识地重建行政机构：重新划分各郡，每郡设郡守，即直接对国王负责的行政长官。在郡下设区，区以下的城镇设置了防御设施。从郡、区到城镇有一套严密的司法系统，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税收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在全国各地，无论是郡还是区和市，法院定期开庭；币制和度量衡得到了统一；传统的建筑和装饰艺术恢复；学术研究在修道院中繁荣起来；土生土长的英国文学也开始萌芽；不列颠岛上又恢复了文明。11世纪初，丹麦人卷土重来，克努特大帝及其儿子统治英格兰达25年之久。1042年丹麦帝国瓦解，长期流亡诺曼底公国的原撒克逊王朝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回英国即位，恢复了撒克逊王朝的统治。英王爱德华死后无嗣，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兵入侵英格兰，同年10月占领伦敦，撒克逊王朝覆灭。

第二节 中古简史

一 诺曼征服

1066年，入侵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史称“征服者威廉”，由此建立诺曼王朝。在入侵后的至少20年里，诺曼底军队处在英格兰居民敌对情绪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全靠在重要地点建筑城堡来压制当地的居民。但不久之后，他们就逐渐与撒克逊人融合。诺曼王朝和继承它的金雀花王朝，都曾在法国西北部拥有大片领地，成为地跨海峡两岸、持续达400余年的强大帝国。

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的一段时期里，有三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对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历史发展进程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诺曼王朝的开创者威廉一世残酷无情，意志坚定，在英格兰建立了一整套诺曼底制度。他的小儿子亨利一世目光远大，处世稳重，是一位旷世之才，对诺曼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争取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自己的支持力量，亨利一世同英格兰撒克逊王室的后裔、最后一位王位继承人的侄女马蒂尔达结婚，使两族通婚得到了最高形式的认可。他率领英格兰士兵渡海到大陆作战获得全胜，迫使诺曼底承认其权威，使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决策权自此从大陆转移到伦敦。亨利一世编纂和重申撒克逊时代的旧有法律，使这些法律尽可能与诺曼底封建制度的新观念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同旧的撒克逊法制相结合，从而使不列颠岛又恢复了广泛的统一。1154年，亨利一世的外甥安茹的亨利·金雀花登上英格兰王位，称亨利二世，开创了金雀花王朝（也称安茹王朝）。亨利二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促成了英格兰国家的空前统一，在英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富有成果而又具决定意义的统治时期。新君主统治着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他们国家和领土的统治者。在他的统治下，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结成了某种伙伴关系。金雀花王朝从亨利二世即位到末代君主理查三世被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所取代，持续达300余年。在后期自1399年起到1485年为止，系由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先后或交叉出任国王，故又称兰开斯特王朝或约克王朝。

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是英国封建制度确立、完善和走向衰落的时期；其后期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时期。下面我们就某些重大事态的发展做些简要介绍。

二 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诺曼底人的入侵和征服加速了英格兰早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使封建生产方式在英国基本确立。诺曼底人把以军事服役为基础的租地制度传入英格兰，自上而下推行军事等级制度，摧毁了撒克逊原有的统治阶级。威廉一世大量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和自由农民的土地，把全国1/6的可耕地和1/3的山林据为己有；其余分给他的亲信和随从，并根据分封土地的多少授以贵族爵位。来自安茹、曼恩、布列塔尼，甚至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骑士，都得到了与其地位相称的土地。教会同样也由诺曼底人接管。在分封的领地上到处都出现封建庄园，成为英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领主是庄园的最高统治者。大部分农民沦为农奴，为领主服劳役。但庄园里也还有不少自由农民。1086年，威廉一世对全国土地进行调查，并编成土地调查书，详细记载了土地的归属以及农民的不同身份，其目的是为了让国王能掌握封臣的财产状况，并要求他们严格履行各种封建义务。

诺曼底人推行的新制度使英国在向采邑制演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英格兰人原来实行的是封臣可以自己选择领主。他们平时为他工作，战时随他出征；而领主则必须保护他们不受侵犯，并在法庭上支持他们。此外，封臣还可以投奔新领主，从新领主那里得到土地。诺曼底人实行的新制度的实质则是，不管封臣转到哪里，土地仍归原领主所有。在这里，封臣与领主关系的灵活性大大减少，以适应更先进的诺曼底原则，即封臣与领主的关系不仅受道义和法律的约束，而且也受物质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以国王为顶尖的金字塔，所有的土地都以某种劳务为条件分封到个人手中。应该说，诺曼底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比撒克逊时代更彻底的地主阶级。

诺曼底人实施的新制度当中，存在着制宪抗衡力量的胚胎。这种力量存在于各个郡内权势不大的贵族及其没有爵位的子孙——地方治安官和郡选议员中间。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原有的撒克逊贵族消失了。但后来逐渐形成的“乡绅”阶层，可以在决策时发表决定性的意见。威廉一世不想像法国国王那样受制于诸侯，他把英格兰分成一些小郡，委派官员治理，因而达到了在治安和财政管理上所需要的力量平衡，同时也使这些郡无力单独谋反。由于英国是在几年之内被征服的，封建政治制度是从上面强加的，所以这一制度在英国的完备和彻底性非其他国家所能及。从一开始，国家的势力就大些，封建贵族的势力就小些，国王对自己的封臣所拥有的权力是实在而非虚构的。而新生贵族（“乡绅”）既希望过太平的生活，又能享有一定的权利，自然成为王权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总之，诺曼王朝通过种种措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并得到中、小封建主及教会和富裕市民的广泛支持。大封建领主虽反对王权过于集中，但由于其封土分散，一时难以向王权挑战。

诺曼底人的征服和统治，使英格兰的历史发展同欧洲大陆再次联系起来。诺曼底人把大陆更为先进的封建采邑制传入了英国，也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有的某些好东西保留下来。诺曼底人中央统治机构中的王家法庭即最高法院和监督机构，以及撒克逊王国的财政措施，都在这里保存了下来并得到发展。撒克逊的地方政府体制，即郡、郡守和法院也被保留下来。国王通过这种体制同全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各郡组织的民军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后依然存在，必要时国王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就这样，诺曼底人和撒克逊人的制度逐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诺曼底人的征服还对教会起了振兴作用，把英格兰教会从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再次接触欧洲大陆上基督教会的广泛生活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

三 大宪章

自诺曼底人征服到1200年前后，是英国国家权力增强及国王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逐渐壮大的时期。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同封臣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体现着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某种平衡。国王权力的发展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应以不破坏和超越这种契约的规定为限度。1199年约翰继承王位。法王以约翰不履行封臣义务为借口，派兵占领约翰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约翰虽承认失去的领地，但积极准备对法作战，为筹措军饷，在国内强征捐税，没收土地，从而侵犯了大批贵族、骑士乃至市民的利益，引起普遍不满和反抗。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世，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承认实际上由约翰国王指定的诺里季为继位者。双方几经斗争，无法达成妥协，终于在1212年兵戎相见。1214年，约翰国王大败于布汶战役，逃回英国。次年春，英国诸侯、骑士纷纷要求约翰颁布宪章，以保障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同年6月，他们在其要求遭到国王拒绝后，在市民的支持下武装进入伦敦，迫使国王在他们事先用拉丁文写成的63条条款上签字。条款主要内容有：保障诸侯、骑士的封地及其继承权；非经依法判决，自由人不得被捕和监禁，也不得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及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教会有选举神职人员的自由；非经主教和诸侯首肯，不得临时征税；不得强迫骑士额外服役；承认伦敦等市已享有的权利和保护商业自由等。此外，条款还规定选出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国王执行宪章。这便是史称的英国《大宪章》或《自由大宪章》。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很难说是“自由大宪章”，实际上是贵族享有的“一长串特权目录”。但是如果跳出具体内容的圈子，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在英国历史上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它首次把过去的成规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明确了这样一条原则：即王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这样，封建习俗中长期存在的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过大宪章升华为一种学说，从而成为英国有限君主制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石。

四 雏形议会

大宪章的制定与实施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促成了英国议会制度的形成。英国议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和诺曼王朝初期御前会议中的“大会议”（也称“谘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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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3世纪初至14世纪初的100多年的漫长岁月，是英国议会酝酿、萌芽、成型并得到重要发展的年代。它与谘议会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议会。造成这一事态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货币经济在封建体制内部成长起来。伴随着养羊业和羊毛出口业的发展，英国的内外贸易和手工业也兴旺发达起来。13世纪前期，乡村家庭手工业已在东南部地区形成规模。西南部地区涌现出一批新兴的采矿、冶金企业。12世纪英王多次参加十字军东征，客观上促使英国商人与地中海沿岸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扩大了英国对外贸易的范围，推动了英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繁荣。伦敦成为全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心。中小城市多达百余个，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自治权。伴随着财富的积聚，城市平民，尤其是一些家道殷实、拥有政治欲望的上层市民，要求参加国家高层政治活动的意识日趋强烈。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冲击着农村的庄园经济。不少地主允许农民以货币地租代替传统的劳役地租。自从亨利二世实行“盾牌钱”的军事改革后，骑士可用“免役税”代替以往跟随国王征战的“血税”，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牧业或工商业经营，其社会属性和经济利益与城市平民阶层日趋接近，开始向新兴的资产阶级转化。正在萌发、成长着的城乡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国王和朝臣们对其刮目相看。大贵族为了扩大对抗王权的基础，也注意寻求他们的支持。到13世纪中叶，城乡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国会的条件和时机日趋成熟。

1216年约翰去世，其子继承王位称亨利三世。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社会动荡，是个多事之秋；但也是一个大胆尝试变革的年代。特别是他统治的晚年，正是英国议会制的萌芽时期。当时战争频仍，统治者内部互相倾轧，老百姓生活在贵族以及主要得到教会支持的国王雇佣军的控制之下。战争的耗费加上奢侈的生活开销，使得亨利三世不得不时时伸手向谘议会要钱。这不但引起诸侯的抵制，而且连小地主和商人也联合起来反对他。为了寻求广泛的支持，避免在筹措军费的过程中发生抗税事件，1254年4月召开的谘议会扩大会议，除原有的大贵族出席之外，各郡还选派两名骑士代表参加。这便成为骑士进入谘议会的起点。1257年，亨利三世为其幼子领受西西里王国，要求谘议会提供所需金钱，遭诸侯拒绝。以西门伯爵为首的贵族集结军队，迫使国王同意召开牛津会议。1258年举行的牛津会议提出的《牛津条例》得到了国王的认可。该文件除重申《大宪章》的基本原则外，还规定：（1）成立以大贵族为主体的15人委员会参与国事管理，国王必须依照该委员会的意见治理国家。政府官员和地方官员每年应向该委员会述职以决定去留。（2）谘议会每年召开3次，届时国家所有重大事宜均由其解决。（3）每郡选出4名骑士，监督地方官工作，调查民情并及时上报。次年10月，国王还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法规》，作为对《牛津条例》的补充，宣布保护贵族、骑士和市民的利益。在此前后，谘议会开始使用“议会”的名称。

亨利三世及其臣属当然不愿长期受这两个法规的约束，他们力争夺回失去的利益。1262年，亨利三世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下令取消《牛津条例》和《威斯敏斯特法规》，致使许多贵族再次聚集在西门伯爵周围，组织新的反抗。1264年5月，贵族军队击败王军。1265年1月，西门伯爵在伦敦召开议会。为了寻求城市平民阶层的支持，这次会议除通知部分贵族和各郡骑士代表外，还首次要求各市选派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从而使市民步入议会。这次会议因其主持人为西门伯爵，故而被人们称作“西门会议”，被认为是未来下院乃至议会制度的重要起点，一些学者把它视为英国议会产生的标志。

1272年亨利三世病故，爱德华一世即位。他登基前所受的政治磨炼，使他认识到议会是一种沟通王权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有效途径和工具；若运用得当，则有利于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和国家的稳定。他统治英国期间，议会的召开日渐制度化、经常化。特别是1295年秋季召开的“模范议会”，出席者达400人。他们分别代表社会上的3个重要阶层：教士、贵族和平民，被视为英国议会从起源到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议会3个阶层的代表数额由不稳定到趋于相对稳定。1325年后，无平民代表即可召开议会的时代结束了，英国议会走完了从萌发到成型的历程。

五 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

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联姻所造成的王位之争和领土纠纷。兼任英王的安茹伯爵在大陆的两块领地——基恩和加斯科尼长期处于英国的掌握之中，而法兰西国王则想将其据为己有。英法两个王室之间的血统关系所导致的王位继承之争，则成为引起双方开战的一个直接口实。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1328年逝世后，没有直系继承人。英王爱德华三世依据其母亲的血统提出对法国王位继承权的要求，于1337年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国王，拒绝对新登上王位的法兰西国王表示效忠。法王随即宣布将爱德华三世在法国的领地收归法国王室所有。不过，这场表面上是中古时期典型的王朝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商业战争。导致战争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争夺市场和商业利益。当时对英国商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地区都在法国的版图之内：一个是英国羊毛的出口市场佛兰德，另一个则是英国的盐、酒和铁的主要供应地加斯科尼。英国和佛兰德与加斯科尼在商业上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3世纪末，佛兰德已发展成为欧洲著名的毛纺织业中心，其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加工从英国进口的羊毛。而佛兰德伯爵及其属下的贵族却与法国休戚与共，不但对佛兰德市民的利益漠不关心，而且认为他们是有叛逆之心的危险分子，担心他们的富裕和强大会危及其统治地位。所以佛兰德市民同封建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前者亲英，后者亲法。佛兰德伯爵多次为羊毛贸易设置障碍，每一次都激起海峡两边与此有切身利益的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133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玩弄巧妙的外交手法，下令禁止向佛兰德输出羊毛，给佛兰德造成了严重危机。佛兰德的城镇居民立即起来反对封建贵族。他们经过艰苦的斗争，控制了佛兰德的大部分地区。获胜的居民担心贵族和法国人的报复，便向英格兰求援。英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英法百年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英国依仗武器精良，在1347年大败法军，占领了加来港。1356年英国在普瓦提埃再次打败法王约翰二世。1360年两国签订和约，法国承认英国占有基恩、加斯科尼和加来，英国将罗亚河以北的土地归还法国。几年之后，两国复又开战。法国人在杜·古斯克兰的统率下，采用游击战术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1377年爱德华三世去世，法军侵袭英国沿海。之后英军对佛兰德的出征也告失败。英国在经历40年战争以后财力已近耗尽，国内贵族之间的内讧又一天多似一天，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因此结束。

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率军再次侵入法国。这次没有往日那样鲜明的经济动机，更多的则是政治考虑。亨利五世当时在本国的地位仍欠巩固，出征法国既可以抚慰贵族，给他们找事做；又可以转移国人的视线，使人们不再注意国内问题和他治国的缺陷。1428年5月，英军包围了法国南方战略要地奥尔良。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率军抗英，在1429年5月的一场血战中，一举化解奥尔良之围。这次战役的胜利成了法国转败为胜的转折点，贞德的爱国精神大大激发了法国人的抗英热情。1439年，法国在武器的质量上已大大超过英国，且拥有较强的财力作后盾。相比之下，英国却因内争不已，战场上连连失利，最终被迫于1453年结束战争，英国除仍占领加来港外，丧失了在法国的全部领地。

六 玫瑰战争（1455～1485）

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不过两年，英国国内年深日久的无政府状态和贵族的横暴引发为内战。在百年战争中滋长了好战、贪婪习性的高级军官和骑士回到英国后，为英国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他们比以前更加不满，渴望弥补因战争失败而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内战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在形式上这是一场王朝战争，即爱德华三世的那些有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子孙间的战争。爱德华三世在世时，希望加强他的家族势力，于是促使他的子女与最强大的贵族子嗣结婚。这样一来，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便集中到与王室联姻、又抱有政治野心的少数人手里。这种政策到头来不但没能加强王室，反而造就了众多的竞争对手和强大的反对势力，使王室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性。

1455年，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六世免除摄政王理查的职位，导致理查拥兵夺权，内战由此开始。由于兰开斯特家族使用的族徽是红玫瑰，理查所属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故称“玫瑰战争”。1460年理查阵亡，次年其子爱德华率兵占领伦敦。1461年陶顿一战，兰开斯特阵营失败，爱德华登上王位，称爱德华四世，约克王朝由此正式建立。

1483年，爱德华四世去世，其子继位，称爱德华五世，但由爱德华四世之弟理查摄政。不久，理查自己即位，废幼王五世而自封理查三世。此举引起两大王族阵营内部的重新组合，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聚集到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的周围。亨利·都铎是兰开斯特家族的一名远亲，是“兰开斯特家族中最有继承权”的威尔士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的生活中度过的，曾流亡布列塔尼。1485年8月，他率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联合力量以及一支法国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米尔福德港登陆，经过博斯沃思一战打败了理查的军队。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国王，称亨利七世，创都铎王朝。金雀花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玫瑰战争的结束，也连带结束了英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金雀花王朝及其制度所产生的封建贵族势力，经过近30年的互相残杀，大部分已被消灭或瓦解。15世纪激烈动荡的局势和荒凉景象，使社会各阶层渴望能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都铎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便应运而生。玫瑰战争在形式上虽是各敌对贵族寡头之间的争斗，但其背后却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很明显的客观事实：兰开斯特派占据着好斗的北方，约克派在富庶的南方占统治地位。最后，工商业发达、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南方地区战胜了封建落后的北方地区，从而为下一时期以新兴资产阶级为后盾的都铎王朝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近代简史

一 都铎王朝的新君主政治

玫瑰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英国中世纪的终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都铎王朝（1485～1603），是英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但其上层建筑依然是专制王权。


专制王权
 英国的封建制度在13世纪达到顶峰，14～15世纪出现危机。持续达30年之久的玫瑰战争是这一危机的集中表现。封建危机是靠专制王权得到缓解的。亨利七世和都铎王朝的其他君主，在镇压、削弱敌对的世袭贵族势力的同时，还罗致了一批出身低微、有才干的人出任谋臣和地方官员并封以贵族称号，扩大了王政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一方面，针对以往君主迅速更替在土地所有者当中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与法律上的混乱，政府颁布法律，宣布所有忠于在位国王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这也有利于争取人心，有助于新王朝地位的稳固。另一方面，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希望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要求加强王权以制服贵族；而他们到海外经商也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作后盾。这一切都为都铎王朝推行新君主政治提供了条件。

都铎王朝为加强王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继续打击旧贵族的叛乱；禁止贵族私自养兵，对拒不解散家兵者予以严惩；建立“星室法庭”，在国王的直接控制下审理贵族、高级军官的犯罪及违抗王命的案件；加强政务会（包括在北部地区和威尔士边境地区分别建立政务会），建立枢密院，提升一批城乡新兴的中产阶级分子出任政府要员和地方治安法官。对议会则采取不求不理的态度。亨利七世节俭理财开源节流，在大量扩充王室领地的同时，又以各种方法广征封建税、关税及其他赋税，还勒索礼金。国王既然不靠议会给钱，议会的权利和作用便日见衰微与缩小。

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联盟是都铎王朝新君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都铎王朝鼓励发展手工业、商业和海上探险与海盗活动，支持并积极参与海外的商业与殖民扩张活动，故特别重视造船、加强海军。凡制造百吨以上船只者可由国库给予津贴。亨利八世时代已经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载重量达1500吨的“长驱”号，并由此向建立近代海军的方向发展。在加强向海外扩张方面，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是一位有建树的君主。正是在她统治下，英格兰于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强大的“无敌舰队”，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的冒险家们加紧进行海外探险，于1583年以英女王的名义占领纽芬兰，又于1585年在北美建立了英国的第一块殖民地弗吉尼亚。同时，英国人开始不断绕行好望角或者穿过中东的荒漠向远东拓展，并于1600年建立了专门向印度扩张的“东印度公司”。不过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们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化。16世纪末17世纪初，王权限制资本主义牧场的发展和镇压清教徒的活动，已引起逐渐强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反感与对立。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的长期联盟逐渐解体，这是导致后来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


圈地运动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典型方式。15世纪最后30余年至16世纪最初10年，约相当于兰开斯特王朝结束至都铎王朝建立初期，是圈地运动第一个高潮的初发时期，马克思把它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

在中世纪早期，英国农村实行的是敞地制，或称公田制。敞地是由分割为数百条形状狭长的条田构成的。庄园的土地除耕地外，还有草地和荒地，都是公用地，沿袭农村公社时期的惯例，领主和农奴都可以使用。无论条田、草地和荒地，都没有永久性的围墙。凡是铲平条田的地界，把分散的条田合并起来，用固定的树篱圈围起来，就叫圈地；或者是把荒地和草地占为己有，用栅栏将其与外界隔开，也叫圈地。敞田的合并，荒地的圈占，一般用作农耕或畜牧，开办农场或牧场，把分散的个体经营变为集中统一的经营。英国的圈地现象其实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14世纪英国的小农场逐渐发展，15世纪有了迅速扩大的趋势。到了15世纪70年代，圈地活动急剧发展，英国40个郡中，圈地波及35个郡，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称“圈地运动”。

牧羊业的发展是推动圈地运动活跃的直接原因。羊毛贸易是英国商业资本最初和最重要的投资领域。英国的牧羊业自13世纪后半期逐步发展起来，羊毛主要供出口，运往佛兰德，在那里织成呢绒销往欧洲。直到14世纪中叶，英国仍是一个以羊毛出口占优势的国家。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的爆发导致英国羊毛出口贸易的路线受阻，英政府鼓励发展本国的羊毛加工业，并帮助佛兰德的技术工人移居英国谋生。这样，从14世纪后半叶起英国的呢绒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导致对羊毛的需求与日俱增。养羊出卖羊毛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人称“羊腿可以使沙土变黄金”。牧羊业的发展推动了圈地运动走向高潮。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圈地运动来势迅猛，波及农村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贵族地主、租地农场主和自耕农当中的一部分人，侵夺了各种形式的耕地和公用地之后，赶走各种身份不同的佃农，把这些土地变为专门靠雇工劳动经营的大地产。其结果不仅提高了土地收益，也改变了剥削方式，使资本主义租地制农场生产逐渐发展起来。到16世纪中叶，在英国部分地区约有半数土地已经转入农场主手中。圈地运动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封建贵族阶级分裂为两个营垒：大贵族日趋没落，中小贵族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资产阶级化。农民阶级中极少数人上升为乡绅、资本主义租地制农场主；大批小农沦为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工，或者成为流浪者。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除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租地制农场的雇工外，其余日后被呢绒工业或城市商业所吸收，成为其中的工资劳动者。

15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圈地运动，实质上是土地关系和农业经营方式的一种变革。农业的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呢绒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因素萌发较早的一个工业部门。早在14世纪后期，英国呢绒业便压倒了其他手工业行业。它最早冲破城市行会的束缚，以农村为基地发展起来。毛纺织业从15世纪起开始向手工业工场的经营方式过渡。到16世纪，手工业工场已成为毛纺织业大生产的普遍形式，出现了很多生产集中的大呢绒手工工场，有的甚至集选、梳、纺、织、修、熨、漂、染八道工序于一家，雇佣工人达千人以上。圈地运动的结果，把大批失业待雇的劳动力抛向社会，既为资本主义农场也为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6世纪是英国西南部地区绒面呢生产的黄金时代。据有关记载，1565年绒面呢的出口占英国商品输出总额的78%。随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现，英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逐渐成熟了。


宗教改革
 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年代，是英国宗教改革史上的重要时期。宗教在英国和欧洲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教会接受大量捐赠，积累巨额财富，左右国家政策，成为社会上最为富有而强大的组织，常引起国王的忌妒和觊觎。基督教会又是欧洲政治生活中一支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罗马天主教会常常干涉各国的朝政。因此国王与教会之间的矛盾便日趋激化。随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打破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神权垄断成为建立和巩固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此外，教会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竭力限制与阻挠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商业的发展，同市民阶层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运动。这就是16世纪英国和欧洲爆发宗教改革的最基本的背景与动因。

英国与罗马天主教会发生冲突的导火索，是亨利八世国王的婚姻问题。亨利八世在其兄死后曾娶其嫂凯瑟琳为妻，因仅生一女无男嗣，欲与其离婚另立王后。但罗马教皇迫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系凯瑟琳的外甥）的压力，对亨利的请求迟迟不予批准。亨利八世忍无可忍，于1531年决定与罗马教廷断绝一切关系，并于1534年敦促国会通过《至尊法令》，宣布英国教会不再听命于罗马教皇。英王自任教会最高首脑，有权任命教职和解释教义，把教会直接置于国家的管制之下，并将英格兰圣公会定为国教。之后，议会又宣布封闭和解散寺院。宗教改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之一。政府没收寺院的财产和土地，除用以创办少数学校并资助几个新设的主教区外，其余的都为王室所夺取，然后再卖给贵族、朝臣、商人和投机者集团。他们又把其中的大部分转卖给小地主和农业资本家。与此同时，解散修道院，把其中的人员和靠他们救济的贫民投入劳动后备军；土地投入市场，其世袭的租户被赶走，也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来源之一。

1547年亨利八世逝世时，与罗马的绝交已告完成，没收教会财产也已部分付诸实施，但教义的革命尚未开始。此后经过多次的反复、变革和调整，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实现了宗教妥协。教皇的权力重新又被废除，确立了教会隶属国王的制度。但英国教会保存了天主教的组织形式，即各主教管理教会和复杂的教阶制度，而避免了新教的那些较严格的民主形式。英国教会还保持了“天主教”统一的教会传统，然而也有所“改革”，摆脱了中世纪潜入教会的一些腐败的习俗和教条。同时，它又尽可能把教义规定得模糊不清，以便各方都能接受。这样，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教会都逐步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其宗教仪式和信仰都更加接近于大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只有爱尔兰仍忠于罗马天主教会。

二 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的缘起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身后无嗣，根据1582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缔结的同盟协定，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英国王位，称詹姆斯一世，建立了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1660～1714）。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圈地运动向纵深发展；工业部门采用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商业空前兴旺，一些对外贸易公司转运商品、贩卖黑奴，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聚敛了巨额财富。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化，一些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致富的乡绅成为新贵族。他们在经济利益上与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日趋一致。前者反对政府征收“骑士税”等封建赋税，后者对政府推行的贸易专卖制深感不满。经济利益的一致导致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他们不愿再忍受封建制度的束缚。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对国教的腐败越来越感到不满，繁琐的宗教仪式和各种宗教开支浪费人们的钱财。更重要的是，国教教会是国王巩固专制统治的支柱。所以，新兴的城乡资产阶级便以加尔文教为武器，开展了反对国教的清教徒运动。而詹姆斯一世面对英格兰的不同国情，却仍要按照“苏格兰习惯”行事。他和其子查理一世在英国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宣称“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他们残酷迫害清教徒，向宠臣出售专卖权，强行增加新关税，忽视对外贸易，推行与西班牙重新修好等政策，不断激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不满。由于财政拮据，国王为了筹款不得不召开议会寻求支持，而新兴势力正好利用议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政治主张，于是“不听话”的议会一次次被强行解散。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对立，终于导致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第一次内战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亦称清教徒革命，其间经过两次内战和“光荣革命”，确立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1628年查理一世为解决财政困难召开议会，但却无意执行与议会之间达成的关于不得强行借债和征税的协议，于次年解散议会，开始实行长达11年的无议会统治。17世纪30年代末，苏格兰为反对英政府强制在当地推行国教仪式而爆发的人民起义，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为筹措军费镇压起义，1640年4月查理一世召开议会，但议会反而与苏格兰谈判，3周后遂被解散，史称“短期议会”。是年11月国王被迫再度召开议会。该届议会一直存在至1653年，故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议员的选举是在全国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有人支持王党的候选人。相反，一些反对封建王党的激进人物和“市井之徒”，即清教徒乡绅和贵族，以及许多“短期议会”的成员都当选了。长期议会在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推动和帮助下，显示了很强的革命性，它逮捕了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T·温特沃思并以叛国罪判处其死刑。1641年11月议会通过《大抗议书》。这是革命开始时议会反对封建王党的纲领性文件，要求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议会与王党双方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1642年1月3日国王颁发诏书，拟以叛国罪逮捕议会领袖皮姆与汉普顿等5名议员，但未能得逞。此举引起白金汉郡、肯特郡及伦敦市民和农民的不满。他们手持武器，走上街头示威，国王陷于空前孤立。于是查理一世匆忙逃往北方，准备发动讨伐议会的内战。同年3月5日议会通过《民兵法案》，紧接着7月又通过了“十九项提议”，并据此与国王进行谈判，但被拒绝。8月22日，国王在诺丁汉宣布以武力讨伐议会，第一次内战爆发（1642～1646）。内战初期，议会军在兵力和财力方面均占优势，但因其领导人埃塞克斯·曼彻斯特等人只要国王遵守宪法，而不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故而一再延误战机。当时，议会军中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将领克伦威尔，他组织的“铁骑军”和在他倡议下改组重建的“新模范军”为扭转战局发挥了重要作用。1644年，克伦威尔领导的“铁骑军”取得马斯顿大捷，成为议会军转败为胜的转折点。1645年6月，两军在纳斯比进行血战，王军大败，“新模范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月，议会军攻克王军大本营牛津，不久国王查理一世成了议会的阶下囚。第一次内战以议会的胜利宣告结束。


共和与护国政府
 此后，资产阶级议会同封建王党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缓解，而议会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长老派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急于同国王谈判，筹建君主立宪政体。代表新贵族中下阶层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左翼独立派认为斗争不应停止，但力量单薄。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派”则坚决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王党分子利用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于1648年2月在南威尔士的肯特、埃塞克斯等地发动叛乱，并占领彭布洛克要塞，拉开了第二次内战的序幕。同年4月，作为独立派代表的克伦威尔与平等派联合，于29日在伦敦郊区温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平定王党叛乱。5月，王党在肯特郡再次发动叛乱，准备进攻伦敦，并占领巴尔维克。6、7月间，议会军平定了东南部的王党叛乱。7月8日，苏格兰10万大军应查理一世之邀入侵英格兰。8月16日，克伦威尔亲率大军于普雷斯顿与苏格兰军队进行决战，歼其主力，从而结束了内战。9月，克伦威尔进军爱丁堡，苏格兰政府宣布废除与查理一世签订的协定。1648年底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国王为发动内战和反对国会的罪魁祸首；不久成立了由135人组成的特别高等法庭，负责对国王进行审判。1649年1月27日在法庭宣读判决书之前庭长发表长篇演说，指出法律高于国王，议会高于法律。30日，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议会在处决国王后，通过废除上院和王权的决议，下院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并由41名议员组成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国务会议”。同年5月19日，英国正式宣布为共和国。新政府代表胜利了的资产阶级，依靠克伦威尔的武力平定了要求开垦荒地的掘土派，粉碎了要求政治平等的平等派，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打败了荷兰和葡萄牙。在这样的背景下，克伦威尔便日趋独裁。他解散议会，成立“护国政府”（1653～1659），他本人成为终身护国公兼国务会议主席。1658年9月克伦威尔病殁，其子理查继位护国公。


王朝复辟与“光荣革命”
 理查继位后，因高级军官不服他的领导，被迫于1659年5月弃职。国内局势发生动荡，保皇分子乘机和长老派联合发动叛乱。1660年2月，驻苏格兰军队统帅蒙克率兵南下占领伦敦，召开议会拥戴前国王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复辟。查理二世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引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不满。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议会与国王的矛盾日趋激化。同时在议会内也分裂成两个党派：一派是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加强王权；另一派是辉格党，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限制王权，扩大议会的权力。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其弟詹姆斯二世继位。但他积极主张恢复天主教会，允许天主教徒任文武官员，引起这两大党派的共同反对。他们联合起来策划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1688年6月，议会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入主英国。11月威廉三世率兵在英国登陆，12月进入伦敦，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1689年2月6日，议会正式宣布詹姆斯二世退位，立威廉三世为英王，史称“光荣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以示区别于过去的内战和暴力革命。但实际上它是在陆海军威慑下进行的，伦敦更有群众暴动、烧毁天主教堂的事件发生。所谓“光荣革命”，只不过是流血较少而已。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这两个法律大大加强了议会的权力，确立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专政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但它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三 联合王国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所说的“英国”，通常是指“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921年后改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但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叙述的英国历史，主要只涉及英格兰的历史。这里我们将就联合王国其他组成部分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就联合王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做一些补述和扼要说明。

英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英格兰作为英国的一个主导民族数世纪以来在政治与军事上不断进行扩张的结果。这种征服最先是从距英格兰中心地区最近、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威尔士开始的。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不列颠的年代，威尔士人已被逼退至西部山区。诺曼底人入主英格兰以后，在边界上拥有采邑的封疆贵族大肆蚕食威尔士的土地，使威尔士人被逼退到山中。13世纪后期，爱德华一世开始直接征服威尔士，在海上和陆上发动了血腥战争，至1285年征服告成。1301年威尔士完全归属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1536～1542年通过一系列合并法案，使威尔士与英格兰正式组成统一国家。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前，这两个王国曾经和睦相处。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七国时代”，侵入苏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已卜居于直达北部东海岸一带的洛西恩平原，成为英格兰诺森伯里亚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1018年卡尔汉姆一战又把洛西恩并入苏格兰版图。在1066年诺曼底人入侵后，这里出现了一个诸侯集团，他们与英格兰有密切关系并且在两国都拥有大量地产。自亨利二世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声称对苏格兰拥有宗主权，但并不常得到承认。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他的继承人年轻的孙女玛格丽特也于1290年不幸身亡，苏格兰发生王位继承危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毛遂自荐，表示要为苏格兰的王位继承主持公道，条件之一就是要承认他的宗主地位。后来爱德华一世行使了仲裁人的权利，把约翰·巴利奥尔扶上王位，并确立了自己对苏格兰的宗主权。但苏格兰不甘心受英格兰的控制，并与当时正与英国作战的法国结成联盟。于是爱德华一世便乘机进军北方，占领苏格兰的商业城市贝里克，废除巴利奥尔，将苏格兰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苏格兰是不可征服的，为争取民族独立，苏格兰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反抗。1297年小地主出身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组成一支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军队，发动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起义，屡屡打败英格兰的正规部队。1305年华莱士被俘处死。之后，1290年王位争夺者之一的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小罗伯特·布鲁斯（后称罗伯特一世）率众抗英，于1314年经班诺克本一役打败英格兰军队，赢得苏格兰的独立。1328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签署《北安普敦条约》，苏格兰的独立获得英王的承认。1371年随着罗伯特二世的加冕，斯图亚特家族登上了苏格兰的王位。1603年英王伊丽莎白一世逝世，因身后无嗣，生前她指定苏格兰国王为其继承人。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于1603年4月登上英格兰王位，成为詹姆斯一世，他以个人的身份促成了两个王国的联合。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联合条约，正式组成了大不列颠王国。

公元12世纪后半叶，撒克逊-诺曼底人开始侵入爱尔兰。当时流亡在英格兰的一位爱尔兰王位继承人，获准在亨利二世的撒克逊-诺曼底骑士中招兵买马。这一事态发展影响了爱尔兰日后的命运。1169年，彭布鲁克伯爵理查德·克莱尔乘爱尔兰内乱率数百重骑兵，辅之以威尔士弓箭手，在爱尔兰登陆。他们采用新式的战术，迅速取得了成功，把征服的地区献给亨利二世。1171年，亨利二世抵达他的新属地，接受新附庸的朝拜。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撒克逊-诺曼底人的扩张活动达到了顶点。英国在爱尔兰东南部沿海城镇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直辖区“佩尔”系英格兰派兵守护和直接统治的都柏林周围地区。征服者中不少是威尔士人，他们迅速与当地居民同化，形成一个撒克逊-诺曼底人爱尔兰化的封建贵族阶层，处在“佩尔”的外围地区。再远则是尚未被征服的爱尔兰西部未开化的地区。英国的统治遭到爱尔兰的盖尔人以及爱尔兰化的撒克逊-诺曼底人的抵抗和反对。爱尔兰的酋长们雇佣外国人帮助他们作战夺回失去的大片土地。一旦英国无暇顾及爱尔兰时，就会形成盖尔人酋长与撒克逊-诺曼底贵族据地争雄的局面。盖尔人受苏格兰人班诺克本大捷的鼓舞，甚至邀请小罗伯特·布鲁斯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率一支苏格兰军队到爱尔兰帮助他们进行反对英国的斗争，并于1316年加冕他为爱尔兰国王。但这支军队抵不过英格兰的军队，布鲁斯战败身亡，爱尔兰未能获得独立。到了都铎王朝时期，爱尔兰的混乱局面再度为英国的征服提供了条件。1534年英国派兵平定了爱尔兰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叛乱。1541年爱尔兰议会正式宣布英王亨利八世为爱尔兰国王。16世纪，英国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强迫爱尔兰人接受英国国教，推行一种直接没收爱尔兰土地、把其强行卖给英国投机家的政策，有时还在爱尔兰设立英国移民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爱尔兰人民不堪忍受英国的压迫和剥削，多次发生大规模起义。当17世纪40年代内战在英格兰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爱尔兰境内爆发了反对英国统治的人民起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649年，克伦威尔率1.2万大军和13艘炮舰出征爱尔兰，经过3年残酷的战争，爱尔兰1/3人口死于非命，2/3的土地被侵占，爱尔兰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下去。1652年8月，英国议会颁布了《爱尔兰处理法案》。占爱尔兰人口1/10的英国国教徒取得了对土地和政府各部门的控制权。英国不仅剥夺了天主教徒、同时也剥夺了爱尔兰长老会教徒和不服从国教者的基本公民权。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爱尔兰新教徒也开始骚动，要求减少英国的控制。18世纪末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爱尔兰统一党领导的民族运动把爱尔兰的独立要求与激进的共和主义结合起来，努力消除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对立，使双方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以及爱尔兰统治阶级中的亲英派。他们于1796年派代表前往法国寻求支持。但由于法国方面的延误，爱尔兰人等候达两年之久的援助迟迟没有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于1798年5月单独起事，虽经苦战，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是年8月当法军在爱尔兰登陆时，起义已成过去。面对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和法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801年，英国通过与爱尔兰合并法案，取消了爱尔兰议会，把爱尔兰划入英国版图。英国更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803年爱尔兰爆发第二次反英起义，但也被镇压下去。

四 工业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机器，加速了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议会一纸法令不仅使圈地合法化，其规模也迅速扩大，资本主义农场或牧场在被圈占土地上纷纷建立起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自由”劳动力。政府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阻止外国商品输入，奖励本国工业品出口，并以低税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在国外，英国为争夺殖民地在1689～1763年间与法国屡屡兵戎相见。在整个18世纪，英国成为贩卖黑奴的国际中心。上述种种资本原始积累手段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已广泛实行细密的劳动分工，使以机械取代手工生产成为可能。18世纪后半叶，机器开始应用于工业生产中，这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棉纺织业在当时是一种新兴产业，没有行会，无法规限制。英国为与印度的棉织品竞争，首先把机器应用于棉纺织业。早在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使织布速度大增，导致严重的“纱荒”。18世纪60～70年代，詹尼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应运而生。1771年在河边建起第一座天然动力工厂，此后水力织布机和综合精纺机又被设计出来。棉纺织业的技术进步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毛纺、呢绒、造纸和印刷等行业也陆续采用机器生产。但机器的发动，在当时主要依靠水力，使工厂必须建在水边，工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新动力的发明便成为当务之急。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发动机，他又于1784年发明了联动式蒸汽发动机，并马上使用于纺织业和冶金业。蒸汽发动机的广泛使用，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出现，使工业革命迅速扩大到各个部门。煤炭、钢铁和交通等重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这样，英国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到19世纪30～40年代，各主要产业部门都已实现了工业化。英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大国。工业革命的结果，首先改变了英国经济地理的面貌：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一向工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工业革命后，大量人口却涌往西北，因为那里煤铁丰富，大工厂纷纷兴起。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成为新的工业中心。其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造就了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工厂主和企业家迅速获得巨额财富；工人在新开设的工厂和矿山中虽然找到了工作，但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于是他们开始破坏机器，袭击工厂主和资本家。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形式。1769年政府颁布法律，明令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较有组织有觉悟的成衣、纺织工人等组织罢工协会，开始了同盟罢工。政府则于1799年实施新的法律，禁止罢工，禁止组织职工协会。这就是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开始。第三，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据统计，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60.2%的煤、50.9%的铁，加工了全世界46.1%的棉花，被称为“世界工厂”。英国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帝国（英国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超过美、德、法三国的总和。英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海军，长期称霸于世。19世纪被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或称“英国世纪”。

五 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

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英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广大人民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在2000多万人口中，有选举权的不到50万人（约占2%），他们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当时英国还在实施重商主义的《谷物法》，限制外国谷物进口，导致食品物价昂贵，人民怨声载道。工人纷纷罢工，举行群众大会，提出普选权要求。农民骚动，在1820～1832年间席卷了英国的16个郡。工业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动荡的社会形势，提出了议会改革的要求。辉格党与托利党在选举改革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利党反对议会改革，辉格党则坚决支持。1830年和1831年，辉格党三次提出改革方案，均因托利党的反对而遭到上院的否决。此举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举行示威和请愿。同时国王扬言要增封足够的贵族来迫使该议案通过。在双重压力之下，上议院不得不做出让步，议会改革法案于1832年经议会两院通过。其要点是：首先，把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法案规定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选民由40多万增至80多万人，占成年男子的15%，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约2%增至3.3%。其次，取消上议院提名下议院成员的权利，使上议院失去了对下议院的控制。再次，调整了下议院席位的地区布局。居民在2000～4000人的30个市，议员减为1名；同时剥夺了56个腐败的自由市选派议员的权利，使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获得了这一权利。这一宪法性改革尽管只是初步改变了下议院的成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但它暂时调整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对英国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1832年的议会改革并未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利益，所以工人们继续斗争，力争使自己也能有代表进入议会。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向议会提出6点要求的请愿书，主要内容为：成年男子都应获得选举权；采取秘密投票方式；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各选区按人数产生代表等。次年5月，请愿书以《人民宪章》的名称予以公布，宪章运动在全国兴起，签名者多达128万人。但议会拒绝了这一请愿，政府派军队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致使运动一度陷入低潮。1839年宪章派又重新组织起来，并于7月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全国宪章协会”。在它的组织和领导下，宪章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1842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签名者达350万人，除要求实行《人民宪章》外，还提出限制工作日、增加工资等要求。议会仍予以拒绝。一些城市的工人纷纷举行总罢工，导致城市瘫痪。但在政府的镇压下，运动又陷入低谷。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全国宪章派逐渐恢复活力并掀起了第三次高潮。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继续向议会提出请愿，并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议会第三次拒绝了请愿。由于宪章派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及政府的残酷镇压，使宪章运动最终仍难逃失败的厄运。宪章运动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迫使统治阶级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巨大政治威力，为工人阶级日后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1867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在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同时，也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

六 殖民扩张

从16世纪起到20世纪初，英国一直对外实施殖民侵略与扩张，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殖民扩张及其特点，同它所经历的资本原始积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

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致是从16世纪起到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兴起的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业资本起主要作用，商业资本家成为殖民扩张的主要推动者，其殖民掠夺的方式是主要由政府特别授权的贸易公司进行。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初，英国最早在北美东岸开始进行殖民活动，至18世纪30年代，它在北美东岸总共建立了10余块殖民地。1612年，英国弗吉尼亚公司开始在百慕大岛殖民。17世纪20～30年代，英国先后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并把这些岛屿变成种植园、贩卖奴隶的场所和进行海盗活动的基地。英国通过消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及后来击败荷兰的3次英荷战争，最终奠定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18世纪，英国开始与法国争夺殖民霸权。在1689～1763年英法两国发生的4次重大战争中，英国均取得了胜利，从而扩大了英国的殖民地。特别是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使英国不仅夺得北美的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土地，还抢占了格林纳达等地。西班牙占领的佛罗里达也归了英国。1783年，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遭受沉重的打击。于是，它把殖民扩张的重点转向东方，特别是印度。1600年，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同年12月31日该公司获得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的特许状，成为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机构。1612年，该公司击败了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从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获得贸易特权，并在苏拉特设立商站和货栈，1620年和1633年又分别在马德拉斯和胡格利设立商站。1858年，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印度管理法》，宣布解散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国女王直接统治印度。18世纪初至中叶，英国探险船队考察了澳大利亚东岸和新西兰，开始向该地区移民。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又抢占了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许多海外殖民地，如塞舌尔、毛里求斯、锡兰、开普、圭亚那、特立尼达、马耳他等地。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英国工业资本的势力达到高峰。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全力促进出口，由重商主义改行自由贸易政策，于是开始了以工业资本为主要推动力的殖民掠夺时期。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向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大片“无主地区”进行扩张，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政府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即“贸易而不统治”，实际上是“倘若可能，贸易加无形统治；一旦需要，便实行贸易加统治”。英国在对一系列“无主”土地确立其霸权和控制的同时，对那些“有主”的土地和不愿接受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便实施武力征讨和占领。1843～1849年，英国先后吞并信德、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区，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在此前后还向印度周边地区扩张。1814～1815年它迫使尼泊尔割让其南部土地。1824年和1852年两次入侵缅甸，将其部分地区纳入英属印度。1824年，荷兰被迫将新加坡转让给英国，马来亚也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41年和1842年，文莱先后将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割让给英国。1839年，英国占领了土耳其所辖的亚丁港。1808年、1861年和1874年，非洲的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相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43年，英国兼并了纳塔尔。1833年，英国强占濒临南美东岸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又经过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向英国割让香港（1842）和九龙半岛界限以南的土地（1860）。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逐渐丧失，世界范围内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严重危及英国在亚、非、拉三大洲的势力范围。英国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主张采取积极扩张和兼并的殖民政策。从此时起，英国的帝国政策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比较注重“非正式影响”转变为对殖民地的疯狂追逐和大肆兼并。在亚洲，英国于1839年和1878年两次发动侵阿战争，迫使阿富汗实际上成为英国附属国。英国于1886年占领曼德勒，从而完成将缅甸并入印度的计划。1887年宣布哲孟雄（锡金）受其保护。同年，荷属马尔代夫群岛改受英国保护。1876年中国云南被迫向英国开放。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入侵中国西藏。1898年，英国乘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之机，强租威海卫；又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及其附近岛屿。在太平洋地区，1874年英国占领斐济，1884年宣布巴布亚为保护地。1893～1904年英国先后占据所罗门、汤加、吉尔伯特、库克等地。1878年英国从土耳其手中夺得塞浦路斯岛。不过，非洲是这一时期英国殖民争夺的重点。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埃及成为英国同法国争夺非洲大陆的焦点。1882年，埃及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于1868年和1885年先后将巴苏陀兰和贝专纳变成其保护领地，1887年又占领了祖鲁兰。19世纪末，经过与德、法、意等国的激烈争夺，东非的索科特拉岛、索马里、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岛等地先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地。1899年英法达成瓜分非洲的协议，苏丹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经过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英国占领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共和国，南非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到20世纪初，世界上的殖民地已基本瓜分完毕，英国所占份额最大。1876年时，它已拥有22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2.519亿人口；到1914年增加到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3.935亿人口，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多。

第四节 现代简史

一 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逐步丧失其在世界上的工业垄断地位。19世纪60～70年代欧美各国开始了一个技术革新和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标志，那么这一次则是以电动机为象征，导致电力、石油、化工、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创立和迅速发展。特别是德、美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它们不受大量旧企业固定资本的束缚，广泛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较快地发展新工业部门，用更新的设备进行生产，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利润和经济增长率。而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主要工业集中在纺织、煤炭和钢铁等几个传统工业部门，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发展速度缓慢。在世界技术革新浪潮的推动下，英国虽也建立了一些新工业部门，但规模较小、发展缓慢，无法与后起的德、美等国相比。这样，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便迅速赶上并超过了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家。英国开始步入“相对衰落”的时期。据统计，1870～1913年的43年间，英国工业增长了1.3倍，而美国和德国则分别增长了8.1倍和4.6倍。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国。在20世纪初，英国又被德国所超过。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870年的13.3%上升到1913年的16%，德国由13.2%上升至15.7%，而英国则已由1870年的32%下降为1913年的14%。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不复存在。

不过，对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状况的评析还应该持两点论，一方面要看到英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其雄厚的基础和实力。所以，它的衰落只是相对的，衰落的过程将是漫长曲折的。就20世纪头10来年的情况看，英国在造船和国外铁路投资方面，仍占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贸易、世界航运和金融方面，还居世界首位；在煤炭、钢铁、纺织和机械方面，仍有很大的潜力。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经济与政治

英国虽然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通过《凡尔赛条约》与其他国家瓜分了原德属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从而使自己的海外属地增加面积近2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但战争也使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战使英国死亡近75万人，损失了1/3的国民财富和70%的商船队，变卖了1/4的海外投资，使其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战前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金融中心。一战后，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至纽约，英国也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英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也丧失了。1919年英国的出口贸易比战前减少45%，国际贸易逆差日益严重。1913年英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还占首位，美国位居第二；而一战后，英、美的位置恰好互换。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已从1913年的14%降至1930年的10%。英国的海上优势也不复存在。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制定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英国的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与美国相等，从此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所以有人指出：英国赢得了战争，但丧失了优势；打败了敌人，可输给了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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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处于萧条停滞状态，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工党（其前身为1900年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二大党。资产阶级为了对付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再把工党推到前台。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于1924、1929和1931年先后三次组阁（第一次与自由党合作；第二次单独组阁；第三次为三党联合执政的“国民内阁”）。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劳资纠纷，不时引发工人罢工。1926年爆发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导致有运输、印刷、化学、钢铁、金属等其他行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总人数达600万人。政府为此实行戒严，议会还于1927年通过法律规定总罢工为非法。

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了重要进展。进入20世纪以后，爱尔兰人民加强了反英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爆发了复活节起义，并于1916年宣告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不过经过5个月的奋战，起义归于失败。1918年在大选中当选的爱尔兰共和派议员拒绝出席英国议会。1919年1月，他们在都柏林组成了自己的爱尔兰议会，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并组成了临时政府。英国政府派军队前往镇压，几乎把全部爱尔兰议员都投入监狱。但爱尔兰建立的“共和军”开展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游击战争。1921年12月6日，经过艰苦的谈判，英国被迫签订《英爱条约》，承认爱尔兰南部26郡为“自由邦”，享有自治权；北方6郡仍留在英国直接管辖之下，成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组成部分。1937年，爱尔兰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爱尔兰自由邦为独立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议会通过《爱尔兰共和国法案》，宣布脱离英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完全独立，但仍拒绝归还北方6郡。

三 英联邦的形成

白人自治领在英联邦内获得同英国政治上平等的地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帝国演变史上的重大之举。英联邦的形成过程，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开始赋予其海外领地以内部自治权力的时期。当时力量与日俱增的白人移民，不满由遥远的伦敦唐宁街任命的殖民官员统治和被完全剥夺发言权的状况，要求殖民当局更多考虑他们的利益。英国统治集团为了使这些由白人移民建立的或由他们居统治地位的海外领地留在帝国内，而不重蹈北美13州脱离母国独立的覆辙，便允许他们依照母国的模式实行程度不等的内部自治和责任政府制度。从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属北美法案》、加拿大成为英帝国内第一个自治领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先后取得了自治领地位。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一个自治领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白人自治领站在英国一边参加了战争，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给予母国以重要支持，从而为他们战后要求进一步调整帝国内部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1926年举行的帝国会议通过了贝尔福勋爵起草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报告》，确认各自治领是英帝国内地位平等的自治实体，在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彼此无隶属关系，唯以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为纽带，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愿联合在一起。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将帝国内部关系的这种变化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联邦遂正式形成。当时的英联邦只含英国和白人自治领，其成员国除英国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后来，纽芬兰因经济困难于1934年放弃自治领地位，于1949年并入加拿大。爱尔兰于1949年成立共和国，脱离英联邦。

在帝国内部关系演进的过程中，当政治上离心倾向不断滋长发展的时候，加强经济上的联系就成为维护帝国和英联邦团结的一种重要手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自治领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就提出了消除帝国内部贸易壁垒、母国与自治领彼此给予优惠待遇的主张，希望分享帝国的市场。在英国国内，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帝国卫士们认为建立帝国商业联盟是走向政治联盟、实现帝国统一的先导，主张紧紧抓住各殖民地伸出来的手进行关税改革运动。但是多年来习惯于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国内还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当时英国虽已丧失了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然而其弱点尚未充分暴露，所以关税改革运动进展迟缓。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遭到严重削弱，20年代英国经济又陷于长期的萧条停滞状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1929～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英国统治集团终于正式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走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1932年7月在渥太华召开的帝国经济会议上，英国伙同当时也深受财政、经济危机之苦的各自治领一起商定，通过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合作，摆脱经济危机给他们造成的困境，为此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互惠协定，建立了关税同盟性质的帝国特惠制体系。与此同时，为了稳定货币、增强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能力，还组成了以英帝国为主的英镑集团。所有这些经济措施，不仅有助于英国和各自治领共渡经济危机的难关，而且作为英联邦关系的经济纽带，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维系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四 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是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被侵略国家，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二战前，英国推行这一政策在下列几个重大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西方大国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名为调解、实为对侵略者姑息纵容和安抚的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英法控制下的国联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无视中国东北的沦陷，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冲突，撤退军队。1932年国联派出的以英国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团提出的报告，竟牺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在承认日本侵略既成事实并照顾其他列强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由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政治体制。西方大国竭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有其战略上的考虑。就英国而言，在当时欧洲局势紧张、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它不愿分兵远东对付日本。更主要的是，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大国，不仅把日本看做是重要的反苏力量；而且还希望用它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充当西方在中国恢复“秩序”的宪兵队。

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在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问题上也得到充分的暴露。意大利早已垂涎东北非的战略要地埃塞俄比亚。为了实施其侵略计划，它多方谋求英、法的谅解。而英、法为了拉意大利共同对付德国，也积极寻求意大利的合作和支持。这种相互需求构成了英、法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问题上采取默许、纵容政策的基础。英、法希望通过牺牲埃塞俄比亚安抚意大利，以便保住他们之间十分脆弱的对德联合阵线。英、法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充分暴露了绥靖政策的反动本质。1936年由左翼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西班牙法西斯在佛朗哥的领导下发动了军事叛乱。纳粹德国和意大利迅速决定给西班牙叛军以大力支持。而英、法等国统治集团则不顾德、意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后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决定推行“不干涉政策”，希望借助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和德、意之手，消灭那里的民主力量。

绥靖政策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表现，则是英、法、德、意之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到东方去夺取“生存空间”是纳粹德国的既定政策。从1938年起纳粹德国开始采取行动来实现它的扩张目标。英、法多年来推行的绥靖政策给德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帮了大忙。特别是英国，在1937年内维尔·张伯伦出任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政策。他认为只有修改《凡尔赛条约》，同德国达成谅解，才能保障欧洲和平。在奥地利危机期间，张伯伦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暗示奥地利一旦受到德国的侵略，不能指望得到其他大国的援助。于是，德国于1938年3月顺利出兵占领了奥地利；随后便加紧推行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张伯伦的方针是拉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其一起充当德国和捷克之间的调停人。他一再敦促捷克政府对捷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的要求做出让步，建议他们运用一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但不到半年时间，纳粹德国就撕毁《慕尼黑协定》，派兵进入布拉格，接着又对但泽和波兰走廊提出领土要求。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绥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张伯伦、达拉第等英、法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一政策并非可以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个人喜恶的产物，而是有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就英国而言，这方面的原因可归纳为：（1）英国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衰落对其安全战略造成了制约与影响。英国的相对衰落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次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更是严重地动摇了英国本已削弱的经济根基。英国面临的困境还在于，尽管其经济实力已大为削弱，但它的负担却有增无减。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迫使英国军队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和国家采取“警察行动”，分散了它的力量和对欧洲事务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以及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对立的加剧，英国不仅要面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还要防备它视为“主要敌人”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总之，陷于日渐衰落的大英帝国，面对着众多对手的挑战。有限的资金和能力同战线过长的现实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统治集团试图从绥靖政策中找出路，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他们所认为的主要敌人。（2）和平主义思潮是绥靖政策得以推行的社会思想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战后的困苦和折磨，使人们对战争感到失望，怀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否值得。因此，设法避免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就成为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平主义思潮已广泛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对英国政治尤其是它的安全防务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裁军和重整军备为例，英国民众和一般工党党员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认为军备竞赛只能加剧新战争的危险。况且重整军备势必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也不符合一般工党党员的意愿。因此工党长时期不但不赞成重整军备，而且还要求进一步裁军。这种思潮为英国上层集团制定并推行绥靖政策提供了条件。（3）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恐惧与敌视，以及把“祸水东引”的愿望，是导致绥靖政策出笼的直接动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西方国家在对苏联实行武装干涉和封锁的图谋失败之后，不得不同苏联建立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但他们对苏联的敌视、猜忌和恐惧是根深蒂固的。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后撕毁《凡尔赛条约》，积极扩军备战并大肆向中东欧扩张，都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统治集团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纳粹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虽然他们都不喜欢，但纳粹不会给现存的社会制度造成重大的威胁，而社会主义却会从根本上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可要纳粹主义。英、法统治集团指望法西斯统治在欧洲站稳脚跟后，反过来能放手推行纳粹德国早些时候公开宣布的政策，即向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进一步扩张其势力，那么它迟早会同苏联迎头相撞。他们觉得，由希特勒击败斯大林并在这一过程中也削弱德国这样一种前景，是十分令人神往的。

五 英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国作为波兰的保护国，被迫在严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9月3日对德宣战。开战后的头半年基本上是“西线无战事”。战争的爆发虽然宣告了“绥靖政策”的破产，但张伯伦依然希望把祸水东引，幻想德国也许不会在西线进攻，因此对战争采取一种消极态度。这就导致欧洲战事朝着对英国十分不利的方向发展：波兰在英国空洞的承诺下很快被德国占领；芬兰在德苏两国的夹击下被迫投降、遭瓜分；丹麦被占领，挪威遭入侵。一系列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转折点发生在挪威战役爆发后。1940年5月7～8日英国议会围绕挪威战局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张伯伦的政策遭到保守党内强硬派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民意测验也显示，多数公众都不支持张伯伦。张伯伦被迫于5月10日辞去首相职务，由保守党强硬派领袖、英国著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组织战时联合内阁。这一变化为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基础。

就在丘吉尔接任首相的当天，德军越过荷、比、卢边界，在西线发动了全面进攻，低地国家很快沦陷。3个星期后，英、法军队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撤至英伦三岛）。6月下旬法国投降。英国成了欧洲唯一还在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英国人在危机时刻表现出顽强斗争的民族精神。随着纳粹德国真实面目的败露和战争的来临，英国人从和平幻想中苏醒过来，决心以生命和热血去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存亡，推动政府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二战时期，英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特别是在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的“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国对侵占了绝大部分欧洲大陆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英国人民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丘吉尔懂得，单凭英国的力量是很难摆脱困境的，要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除了进行全国总动员外，重要的是要争取国际支持，同美、苏两个大国和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争取美国参战，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保持密切的书信来往和频繁的个人接触。1940年6月，两国达成以英国出租西印度群岛的8个海军基地换取美国50艘驱逐舰的协议。1941年8月，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附近海面的军舰上同罗斯福会晤，发表了有利于形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大西洋宪章》。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在对苏政策上也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非凡气度，完成了个人政治活动中立场的巨大转变。人所共知，丘吉尔曾是一个反共政治家，十月革命期间是西方对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然而当德国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时，他转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主张联苏抗德。二战爆发后，他清醒地看到只有苏联在德国的东方开辟新的战场，英国在军事上才能从孤军奋战中解放出来。因此当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他毫不犹豫地宣布要给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丘吉尔派员赴苏商谈两国联合对德作战的大计，于1942年5月26日签订了《英苏同盟条约》，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壮大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丘吉尔还对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英、美、苏等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中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是在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威胁的危急时刻，它们挽救自己民族危亡的共同利益压倒了彼此存在的矛盾与对立。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盟国内部特别是西方国家同苏联之间暂时被掩盖的矛盾与摩擦突显出来。苏德战场是二战中欧洲的主战场。对于苏联在战场上取得的每一个进展，西方都怀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打败纳粹德国固然是好事；另一方面，又担心苏联的胜利将使它在战后有关欧洲和世界的安排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因此，英美两国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一拖再拖，借以消耗苏联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实力。以英、美为主的西方盟军在经过1942～1943年的北非战役后进军意大利，丘吉尔力主进攻巴尔干、插入中欧，以便阻拦苏军西进的道路。不过战争的客观进程，使丘吉尔的如意算盘难以实现。到1945年欧洲战局结束时，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基本上落入了苏军的占领和控制之下。战后东西欧分治的“雅尔塔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

第五节 当代简史

一 两党“共识政治”的形成

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二战结束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前的30多年内，英国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不论谁执政，都执行大体一致的内外政策，形成了“共识政治”的局面。

战后英国的基本内外政策，是由1945年7月大选获胜上台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制定的。当时英国所面临的是与战前迥然不同的世界。在国际上，一个以美苏两大国对立为特征的两极体系取代了战前以欧洲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旧秩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危在旦夕。在国内，和平虽然到来，但是百废待兴，人们期望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要求进行社会变革，改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内政的重点是实施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国家干预，实施充分就业，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建立以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艾德礼任内，国家接管了英格兰银行，实行了矿山、铁路、民航、通信、电力、钢铁等行业的国有化。它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国民救济法》、《国民医疗保健法》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法，将英国建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涉及生老病死各个环节的福利国家。在外交上，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联美抗苏政策，积极推动和支持建立北约组织；同时极力抵制美国对英帝国势力范围的渗透和侵蚀。对于殖民地，工党政府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从现实出发，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战后不久，它就从印度次大陆和巴勒斯坦实行了撤退，并争取使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留在英联邦内。

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局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保守党的政策思想发展演变促成的。1945年大选的失败，促使保守党领导层进行深刻的反省。他们意识到，时代变了，保守党要从失败中振兴，就必须提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政策。为此，保守党于1945年11月组成了一个以巴特勒为首的政策小组，其成员多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的保守党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这个小组制定了一个名为《工业宪章》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保守党表示要把“中央指导的必要性和对私人企业的鼓励协调起来”，从而第一次承认了中央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的原则。文件还表示，保守党“决心维持充分就业，保持并改进社会福利事业”，要把“经济战略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而又尽可能保存私人企业的战术作用”，并且认为“煤矿、铁路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不可逆转”。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国有化方针、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原则。所以当1951年保守党再度执政时，尽管对工党的价值观念及其政策方针存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疑虑，但也还是面对现实，把艾德礼工党政府搞的这一套接过来，稍加修饰和变化（如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非国有化）作为自己的东西，并在以后的几届政府任期内大体保持了这一政策方针。人们把这套两党共同推行的大体一致的方针政策，称为“巴茨克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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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外交政策，两党政府在政策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更不成其为问题。

二 英帝国的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础，导致战后英帝国的迅速解体。二战期间，英国在远东的部分殖民地被日本占领，当地人民掀起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战后争取民族解放创造了条件。另一些殖民地面临敌军入侵的威胁，为了动员当地群众支援宗主国同德、日法西斯作战，英国政府那时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甚至允诺战后让其独立。还有一些距战场较远的殖民地，也是英国重要的兵员来源、后勤供应基地和物资中转站。为了动员它们的人力和物力支援战争，缓和当地人民同宗主国的矛盾，英国不得不吸收当地上层人士参与某些政事，容许本地的民族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总之，反法西斯战争使广大殖民地人民得到了锻炼，增强了他们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信心与力量。与此同时，英国本身的力量在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及其相对衰落进程在战后的加剧，给这些地区摆脱殖民羁绊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的传播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建立，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格局，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利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国际环境。美国也利用英国实力严重削弱的机会，在反殖民主义的旗号下，竭力打入英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苏两个主要大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对反殖民主义斗争所表示的“同情”和“支持”，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英帝国的解体进程。

英帝国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根据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和发展以及英国政策变化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英国殖民撤退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英国的帝国政策，以“撤退”与“固守”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反英独立运动以及马来亚（后改称马来西亚）人民持续数年的武装斗争，迫使英国从这一地区撤出。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后改称斯里兰卡）、马来亚和新加坡先后获得独立。（2）50年代是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各国人民掀起反帝反殖斗争高潮的时期。在此之前，英国在战后初期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已被迫从巴勒斯坦撤出，并于1948年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50年代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塞浦路斯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特别是埃及人民反对英、法、以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区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东、地中海地区人民抗英反殖斗争高潮的到来。到50年代末，英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特别是在地中海东部主要国家的势力和影响已基本结束。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海湾地区与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威特、南也门、阿曼、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后摆脱英国的统治而独立。（3）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大陆的觉醒，是英帝国全面解体进程中的决定性阶段。走在非洲英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前列的是西非的黄金海岸（加纳）和尼日利亚。它们分别于1957年和1960年获得独立。在此之前，肯尼亚人民的武装斗争（“茅茅运动”），对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影响。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则加速了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瓦解。面对英属非洲殖民地迅速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英国统治集团决定调整其政策。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关于非洲形势的一席话很能说明问题。1960年2月3日他在南非议会发表演说称：“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并且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英国决定从殖民地全面撤退，同意在短时间内给予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大批英属领地以独立。仅在1960～1968年间，英属非洲殖民地就有15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英国在亚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属地，也大多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到60年代中后期，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已基本土崩瓦解。

三 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化改革

战后英国两党政府共同实施的“巴茨克尔主义”是建立在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学说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它曾对医治英国的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也促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和稳定，因此被看成是劳动人民斗争的一种成果。工党领导人曾自豪地声称，英国第一个在世界上建成了福利国家。然而到了70年代，“巴茨克尔主义”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英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胀状态，福利国家所造成的庞大开支和“福利依赖文化”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强大的工潮使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的解体，也给英国经济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和问题，加剧了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保守党和工党两党内部都发出了要求改变政策方向的呼声。于是“撒切尔主义”便应运而生。

1979年5月保守党内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右翼上台执政，开始推行与“撒切尔主义”这一称谓相联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撒切尔政府一反战后以来两党一致奉行的在国家干预下通过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方针，而采取了以治理通货膨胀、实施健康的公共财政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它大力推行“民众资本主义”，实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营化，向私人大量出售国有资产股票和市政当局拥有的公房。撒切尔政府热衷于推行有利于中上层阶级的税制改革。它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中试图更多地引进市场机制和自助原则，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扩大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它多方限制工会的权力，镇压劳工运动，放弃昔日工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在国际上，撒切尔政府强调英国的国家利益，推行一种强硬而务实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英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以振兴和恢复英国日趋下降的大国地位。

撒切尔主义在整治英国经济方面的确取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就，给长期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经济带来了一定转机。英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中兴”，1982～1989年持续增长的势头为战后所罕见，增长速度在西方主要大国中仅次于日本；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和企业竞争力均有明显的提高；通货膨胀率由1978年的18.1%下降到1988年的4.4%。尽管80年代末通货膨胀又卷土重来，90年代初经济又陷入严重的衰退，不过英国于1992年比较顺利地走出谷底，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低通胀稳步增长”，显示出英国经济又具有了相当强的适应和调整能力。经合组织1995年8月2日公布的有关英国经济的报告指出：“英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灵活，在就业方面优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实行的新学徒计划保证了青年人可选择有关的职业培训。现在英国公司的赢利能力比70年代任何时候都强，出口猛增，且无形贸易顺差达到本国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英国获得了流入欧洲的大部分投资，工商业界投资意向增强。总之，英国现在处于机遇之中，正在成为欧洲企业的中心。”

撒切尔主义的实施，引起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英国治理经济的政策方针较过去有了重大改变，自由竞争的原则和精神已广泛而深入地贯穿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有企业和公房被大批变卖，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人数众多的小股票持有者和自有房产者阶层，私有化的进程似乎已不可逆转。工会的权力和影响受到极大的削弱和限制，英国已成为欧洲工潮最少的国家之一。

撒切尔主义作为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一次不无成效的实验和调整，对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不过，这是以牺牲或损害广大劳动者阶层，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使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排斥现象异常突出。失业、贫困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犯罪问题的日益恶化，严重危及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据一项调查显示，在1979～1992年间，英国人口中20%～30%最贫穷的人没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10%最贫穷的人无论是实际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变得更加贫困。20世纪70年代，只有6%的人收入在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然而到1990年，这种境遇的人已超过总人口的20%。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而棘手的问题。这也就为此后工党上台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随后上台执政的布莱尔工党政府，尽管声称它所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既非旧工党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道路。不过，工党政府是把撒切尔主义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成果，作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接受下来的。它明确宣布，在政策方向上，特别是在经济政策领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有人指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撒切尔主义，布莱尔搞的还是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撒切尔主义。2008年夏秋爆发的全球性大规模金融危机，使里根—撒切尔时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遭到了普遍质疑。为应对危机，美、英两国政府纷纷采取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措施。撒切尔夫人当年反对的几乎所有事物——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经济学——再度流行。撒切尔时代的标志性政策被逐一粉碎。虽然现在就断定“新自由主义”已最终失败还为时过早，不过这次危机显示，美英“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已走入了死胡同。

四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撒切尔主义的实施给英国政治所带来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影响，就是促进了英国工党政策的革新和变化。1979年以后，奉行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而工党在4次大选中却连续失败，说明它对选民缺乏吸引力，其政策脱离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实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工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其政策逐步进行调整。人们把这一调整叫做工党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为了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争取选民的支持，工党采取步骤改变其“过左”的形象，力求使其政策能够被多数选民所接受。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后，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他指出，工党要想获胜执政，就必须摒弃“过时的意识形态”，从理论、纲领到具体的政策和组织措施方面进行全面革新。他主持了对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的修改，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目标，对市场和私有经济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组织上，布莱尔主张扩大工党的群众基础，重视争取中产阶级人士，力求把工党建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党”；主张建立激进的中左政治联盟，以取得对工党长期执政的广泛支持。他特别期望同工商界搞好关系，主张在政府与产业界、雇主与雇员、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布莱尔还竭力摆脱工会对工党的束缚，推动扩大工党“个人党员”队伍，增强了工党组织的活力。总之，工党经过这番政策调整和组织改造，其形象已变得更加温和，其政策主张更易于被包括中间阶层选民在内的多数英国人所接受，从而增加了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的机会和可能。

工党作为一个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政党，在争取中间阶层选民的同时，也不能脱离其基本群众，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情绪和愿望。面对撒切尔主义自由化改革给中下层劳动者、特别是贫困阶层所带来的损害和痛苦，以及急剧变化中的世界给人们生活稳定和安全所造成的冲击与威胁，工党不失时机地重提“社会公正”的口号，主张将市场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把保护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作为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工党针对“撒切尔革命”的严峻后果和负面影响，提出应给工人和贫困阶层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布莱尔在宣布摒弃老工党“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一再重申中左翼所主张的社会正义、社会团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会改变，但强调要赋予这些观念以现代的内涵。在总结老工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新工党，利用人们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望情绪，终于在1997年5月大选中获胜上台。在2001年和2005年举行的英国大选中，布莱尔又率工党两次获胜连任。

布莱尔主义是人们对布莱尔为更新工党，治理英国所提出的一套方针、政策、设想的概括性称谓。“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布莱尔主义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根据布莱尔的言论和工党政府近年来的政策实践，“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可概括如下：（1）在基本政治价值观念上，“第三条道路”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奉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主张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以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2）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既非放任自流，也非国家干涉主义，而是推行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力求把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与市场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布莱尔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价值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是人及智力资本，主张建立一种富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3）“第三条道路”主张推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谋求把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强调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用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的福利保障。（4）“第三条道路”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现代政府，推动“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三条道路”力图把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在政治力量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5）“第三条道路”将生态环境问题也列入了自己关注的社会政治议程，希望探索一条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6）“第三条道路”主张从全球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推行一项基于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

“第三条道路”作为布莱尔政府实践中的治国纲领和方略，就整体而言，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英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的背景下，布莱尔政府继续推行严格控制财政开支和通货膨胀率、放松市场管制、鼓励竞争的经济政策，使经济的发展从速度放慢到恢复，实现了“软着陆”。英国即便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下，失业率在欧盟主要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保持良好。其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良好投资环境，使英国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在发展“新经济”方面，英国也走在欧洲国家的前列。

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宪政改革推动了英国的政治民主化，对英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下放权力扩大了英国直接民主的范围，如建立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通过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决定英国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等问题，都采用或计划采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这种情况在英国现代政治史上是不多见的。

布莱尔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比较谨慎，但是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途径。一方面，在重申福利国家的社会理想的同时，改变以往由政府大包大揽、“从摇篮到坟墓”的依赖性福利模式，强调政府的角色不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另一方面，改变福利提供的对象和方式，以鼓励工作，促进就业，减少失业开支对纳税人的负担等为目标。因此，在“社会投资国家”理念的导向下，布莱尔政府以社会办福利，试图把福利变成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和分担责任的公共事业；减少传统福利救济的受益范围，集中救济老人、无劳动能力者以及单亲家庭等社会弱势群体；倡导劳动伦理，并把教育和培训作为一种促进就业和自立的普遍福利形式。

在对外关系上，以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为目标，布莱尔政府发起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但外交的重心依然是英美关系和英欧关系。几年来，英美特殊关系得到了彰显和发展。英欧关系则出现了重要变化，英国从一个怀疑、疏远甚至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变成了积极参与并试图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英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和分量有所增加，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北约和欧洲事务中，英国的声望和发言权明显增强。英国加强欧洲防务的主张也得到了欧盟各国的普遍赞同和支持，在争取欧洲防务主导权的问题上处于有利地位。

然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英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实现“第三条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过英国经济的前景却取决于一些英国政府不可控制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基本上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例如，英镑的坚挺既损害了本国的出口竞争力，也威胁到在英国的外来投资。而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则导致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使英国难以抵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商品出口。而在2007年夏开始的全球金融海啸面前，英国显得更加脆弱，在欧洲国家中率先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英国经济境况跌入“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宪政改革实现了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焕发了地方民主的活力，但由此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分离主义有所抬头，尤其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力量迅速上升格外显著。1999年之后的几次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政党已经成为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苏格兰尤甚。

政党政治的惯性也在工党政府中表现出来。上台之初，工党以廉洁为人称道，但不久，政治腐败和丑闻即被曝光。受党派利益牵制，英国下院选举制度的改革迄今未能有所突破。因为按照设想，对下院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大党的政治控制力和影响力。布莱尔本人的领导方式和风格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

在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虽然改革收到了明显成效，但面对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改革难以很快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英国的贫富差距似乎仍在继续拉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有关财富分配的年度报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度的33上升到1996～1997年度的34，1998～1999年度上升到了35。这意味着，在工党执政的头两年里，英国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平等的差距加大了。虽然收入分配的变化有许多原因，但对于长期以来视缩小贫富差距为己任的工党来说，不免有些尴尬。

布莱尔政府的“人权外交”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表明，“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条更富干预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路线。不过影响英国外交的主导因素始终是由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现实主义传统。皮诺切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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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英国在外交政策价值取向上的两难处境。如何处置和平衡英美关系与英欧关系也令布莱尔政府左右为难。布莱尔追随美国总统布什将英国拖入伊拉克战争，不仅使英国在欧洲陷于孤立，而且给布莱尔本人和工党继续执政造成严重的损害和负面影响，成为布莱尔被迫提前移交权力下台的导火索。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正式向女王递交辞呈，结束了其长达10年的首相生涯，原财政大臣布朗接任首相。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是确保工党赢得下届大选。布朗的难处在于，作为布莱尔的政治搭档，他无法否定布莱尔主义，但又不能全盘继承布莱尔路线，内外政策都需要与布莱尔保持适度的距离。布朗一再表示他将走出一条不同于布莱尔的执政“新路”，以“新观点、见解和经验获得英国民众的信任”。但布朗接任新职务不久，政治上就陷入被动局面。英国步入了“经济步履维艰、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布朗的执政之路注定是艰难而坎坷的。

第六节 著名历史人物介绍


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the Great，849-900）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威塞克斯王国最杰出的国王之一（在位时间为公元871～899年）。从8世纪末起，以丹麦人为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频繁入侵英国。在反抗丹麦人入侵的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逐渐形成了联盟。力量强大的威塞克斯王国的国王埃格伯特于公元825年战胜了麦西亚王国军队后，被尊为“不列颠的统治者”和“全英格兰的国王”，奠定了西撒克逊王朝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埃格伯特的孙子阿尔弗雷德大王智勇双全，为粉碎北欧人的入侵和征服、实现英格兰的重新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年幼时曾随父亲去过罗马，对那个伟大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印象和了解。他受权之初曾辅佐身为国王的哥哥，担任副统帅。当时，丹麦人已在大不列颠岛上建立起大片的居住地。他们占领了伦敦，曾在雷丁构筑工事准备进攻威塞克斯王国。公元871年1月，爆发了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著名的阿什当战役。阿尔弗雷德率军队同敌人勇猛战斗，击退了丹麦人的进攻。这次战役后，他的哥哥病逝，阿尔弗雷德登基为王。公元878年5月，他率领各地民军在伊桑敦（即现在的爱丁顿）同丹麦人激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尔弗雷德是一位深谋远虑的统治者和战略家，能使感情不受环境的支配，在大胜或惨败中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公正的做法。经过多年惨烈的战争终于击退丹麦人的入侵后，他能够善待自己的对手，竭力使两个民族忘却那可怕的创伤而和睦相处。他在公元879年和丹麦人达成协议，同意将英格兰东北部归丹麦人管辖，称为“丹麦区”；南部4国则由阿尔弗雷德统一治理。公元886年伦敦光复，成为国家的首都。从此正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说的，所有的撒克逊人，即不受丹麦人奴役的撒克逊人，都站到他的一边。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后来水乳交融，丹麦人的血统和文化习俗在英格兰被保存下来。阿尔弗雷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开创者。为了战胜丹麦人，他一方面加强陆上的武装力量，如兴建堡垒、扩充骑兵，实行民军轮番作战等；另一方面建造军舰，发展海军，主动追击海盗船只。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在南到英吉利海峡，北到泰晤士河谷的广大地区设立了自治市；还组织人力修编法典、撰写史籍，试图把摩西法典同基督教原则和传统的日耳曼习惯法结合起来，奠定了日后英国习惯法的基础。他关心文化教育事业，鼓励学者从欧洲大陆甚至威尔士来到英格兰。他中年时还自学拉丁文，并用英文与拉丁文写作，热心追求当代所有最高的知识。他还研究历史，编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工作就是由他开始的。


亨利二世（Henry II，1133-1189）


原名亨利·金雀花（Henry Plantagenet），中世纪英格兰最杰出的国王之一（在位时间为1154～1189年）。1135年诺曼王朝第三代国王亨利一世去世后，因无男嗣，围绕王位继承的斗争引发了长达19年的内乱。贵族势力乘机得以扩大，并形成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1154年诺曼王朝的第四代国王、来自布卢瓦的斯蒂芬去世，亨利一世的外甥安茹的亨利·金雀花登上英格兰的王位，称亨利二世。自此诺曼王朝结束，金雀花王朝（也称安茹王朝）建立。亨利二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促成了英格兰国家的空前统一，在英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富有成果而又具决定意义的统治时期。新君主统治着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他们国家和领土的统治者。他于1171年在爱尔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1174年又通过条约取得了对苏格兰的封建宗主地位，从而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结成了某种伙伴关系。亨利二世重建了他外祖父亨利一世时期的皇家行政机构，在财务署和法院系统的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中央权力的基础。他恢复并珍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王权下实行郡、市自治的传统，实行统一法度和陪审团制度，使习惯法作为统一的法律体系在英国全国发展起来。为加强王权，打击割据的贵族势力，亨利二世采取措施，平毁贵族所建的城堡数百处，并下令以后不得再建，此后又多次平定贵族叛乱。他还试图限制教会权力，同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后者被刺杀身亡，引起普遍的愤懑，最后只得以妥协告终。

亨利二世在位期间，对国家的行政、军事及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有：（1）由经过王室培训的人担任郡守，实际上废除了由男爵担任的制度。（2）每个自由人对国王承担直接军事义务，以保证国王拥有一支“民军”。（3）实行“盾牌钱”（亦称“免役税”）制度，即骑士每年应服的40天军役可以交钱代替。国王据此可出钱雇用别的骑士服役，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其重要意义在于，既减少了国王对骑士的依赖，使他们与军队分离，又使骑士的势力受到严格的限制。（4）加强王室法庭，使其可以不经地方法庭而直接传讯案犯、审理案件。同时，自由人如不服领主法庭的裁决，可越过领主向王室法庭上诉。王室法庭可派出巡回法官受理案件等。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


英国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一位杰出而“贤明”的都铎王朝女王（在位时间为1558～1603年）。伊丽莎白是英王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女儿，童年因父母婚变历经艰辛，曾一度被赶出宫门。少年时围绕王位继承权问题又遭受种种不幸，她曾被关进伦敦塔，面临被处死的危险，所以从小就在艰难中学会谨慎自制的本领。伊丽莎白曾接受严格而良好的教育，能讲6种语言，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酷爱狩猎，善于射箭；精于舞蹈和音乐。这些都有助于她日后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应具有的意志坚定、精明狡黠、深谋远虑、纵横捭阖等能力的形成。

1558年11月17日，伊丽莎白继承异母姐姐、天主教徒玛丽登上英格兰王位。伊丽莎白即位之初面临着十分棘手的国内环境：亨利八世穷兵黩武，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爱德华六世时出现了贵族结党和人民暴动；玛丽恢复天主教引起宗教纷争，又因对外战争失败招致人民的强烈不满。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前朝对法国的战争状态还未结束；信奉新教的英国又成为欧洲天主教势力的众矢之的；西班牙、法兰西和苏格兰形成了对英国的月牙形包围圈。

缓和国内宗教矛盾、解除天主教势力对英国的威胁，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当务之急。英国宗教改革发端于16世纪30年代。伊丽莎白出生后即接受英国国教（英格兰圣公会）的洗礼和命名。此后直到她登上王位的25年期间，英国宗教改革经历了停止、前进和天主教复辟的曲折历程，造成了国内民众的严重分裂。国教徒对于伊丽莎白寄予厚望，指望她把改革推向深入。然而女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当时天主教在英国仍拥有巨大的势力，激进的改革甚至会危及女王的专制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她继位后表示要效法其父致力于宗教改革，推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一方面，她将玛丽女王为确立天主教的地位而颁布的法律均予废除，英国在法律上重新被确定为新教国家，国王被宣布为英国的最高宗教首脑。另一方面，重建的英国国教保留了许多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伊丽莎白女王表示“不干涉人的灵魂”，但她也不放任清教徒在教会或国家机构里建立自己的组织。她既应付来自天主教世界的威胁，又要对付国内清教徒的挑战。女王的宗教政策使她在位期间避免了当时在欧洲大陆到处爆发的宗教战争。

在强敌环伺的形势下，外交政策是英国政府保卫国土的重要手段。当时据有世界霸权的西班牙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法国则与英国长期为敌，战祸连年不断。同法国长期结盟的苏格兰又从北面对英国构成威胁。大敌当前，女王政府巧妙地利用敌国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英国的政策是竭力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维持均势，为此不仅从海上对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国进行骚扰，而且还派兵到法国和荷兰援助那些同西班牙作战的部队。当苏格兰发生反抗玛丽·斯图亚特的长老会起义时，英国政府曾派军舰封锁苏格兰港口，以防止法国增派援兵。它还派出小股部队支持苏格兰的新教徒。这期间，女王还不惜以自身的婚事为筹码施展“婚姻外交”，为英国赢得了2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到16世纪80年代英西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时，英国已积蓄起相当的实力，在1588年的海战中一举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当时欧洲的头等强国。

伊丽莎白一世君临英格兰长达44年，那是英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她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君主的各种特点，而其最大的优点则是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她重用代表新兴力量的臣僚，推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得到乡绅和商人等新兴阶级的支持，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从而促成英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派”的著名领袖和军事领导人。克伦威尔出身于亨廷顿郡一个乡绅家庭，先后在亨廷顿、剑桥和伦敦受教育。他曾先后任代表亨廷顿郡和剑桥郡的议会议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是一名活跃的清教徒。1642年内战爆发后，克伦威尔作为埃塞克斯伯爵指挥下的议会军的一名骑兵军官赢得赞誉。随着战局的发展，他所表现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成为议会军中一位杰出的将领。1644年，克伦威尔领导的“铁骑军”取得马斯顿荒原战役大捷，成为议会军转败为胜的转折点。他积极倡议吸收中下层人民参加军队并组建“新模范军”，成为议会同封建王党势力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克伦威尔本人则成为这支军队的主要领导人。

1646年6月，议会军攻克王军大本营牛津，第一次内战结束。此后，资产阶级议会同封建王党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缓解，而议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却迅速激化。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长老派”，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急于同国王谈判，筹建君主立宪政体。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派”，则坚决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主要代表新贵族中下阶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第一次内战的胜利果实被长老派独吞表示不满，所以利用自己控制的军队同长老派控制下的议会展开斗争。但独立派对下层人民与军队士兵争取解放的斗争怀有惶恐戒备的心理，害怕群众运动的发展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危及其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时而企图同长老派一起镇压劳动群众，其立场摇摆不定。1647年11月15日，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在魏尔的灌木林原野对企图起义的平等派士兵所实施的残酷镇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王党分子正是利用革命营垒的内部分裂，于1648年2月发动叛乱，挑起了第二次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决定与平等派联合，平定王党叛乱。

随着第二次内战的结束，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国正式宣布为共和国。新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克伦威尔的武力进行统治。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看来，克伦威尔的军队是抵御王党反动势力和镇压群众革命的工具。政府正是靠克伦威尔平定了要求开垦荒地的掘土派，粉碎了要求政治平等的平等派，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打败了荷兰和葡萄牙，共和国才得以保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克伦威尔日趋走向独裁。他解散议会，成立“护国政府”（1653～1659），就任护国公。1658年9月克伦威尔病故后，其子理查继位护国公，于1659年5月被推翻。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


英国18世纪前期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英国内阁制的开创者。沃波尔于1676年8月26日出生在诺福克郡霍顿镇一个贵族地主家庭，曾就学于伊顿公学和剑桥皇家学院，25岁进入议会下院，是一位坚定的辉格党人。他是诺福克郡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地主，又熟悉商业和金融事业，成为英国地主、金融家和商人利益的总代表。他当选下院议员后不久就崭露头角，曾任陆军大臣（1708）、海军司库（1710）、军需总监（1715）和首席财政大臣（1720）等要职。由于党派斗争的缘故沃波尔曾一度被排挤，而1720年爆发的“南海泡沫事件”则帮助他重掌国务大权。南海公司是一家垄断西属美洲贸易的大股份公司，专搞投机事业。1720年8月该公司因股票暴跌宣告破产，引发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为平息南海公司破产事件，政府选派沃波尔处理这一问题。他凭借理财本领和政治手段，挽救了危机，平息了公愤，保护了王室的威信与辉格党的声誉，博得了王室和统治集团的信赖。

从1720年到1742年，沃波尔一直担任首席财政大臣。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财政大臣一直拥有授予官职之权，能控制议会，左右政府。沃波尔作为首席财政大臣历经汉诺威王朝两代国王。他在乔治一世统治时期，就博得了王室的信赖。乔治一世是德国人，到英国即位时年事已高，对英国的议会政治不感兴趣，又不懂英语，内阁开会时只能说拉丁语或法语，或用翻译，有诸多不便；最初他还参加内阁会议，时间一久便不再出席内阁会议了，国家的决策都交由首席财政大臣代行。于是沃波尔便经常代替国王主持内阁会议，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其地位高于其他大臣之上。他就利用财政大臣的职权和国王的信赖，操纵了议会，控制了政府，成了内阁的实际首脑，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首相”。乔治二世把唐宁街10号送给他作官邸。唐宁街10号这座砖房至今仍为英国首相办公与居住之地。

沃波尔之所以能得到实权，不仅是由于国王对他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他推行许多有利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赢得了下院的拥护与支持。对外国，沃波尔坚持有利于休养生息的和平政策，得到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的赞同。托利党人多半是土地贵族，厌恶战争，不愿对外扩张；而辉格党人多半是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当时正忙于“消化”前几十年英国在海外所夺取的殖民地，暂时不需要新的扩张。沃波尔通过调停缓和了同西班牙的紧张关系，使一触即发的战祸得以避免。他在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上说服英王及内阁，使英国保持了中立。在国内，沃波尔为照顾土地贵族的利益，降低了土地税，还提高了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售奖金。沃波尔也执行了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政府以高额利息支付国债，取消或大大降低输入英国的各种原料的进口税，而同英国产品竞争的各种商品几乎全被禁止输入。此外，政府还奖励转口贸易，以利于英国商人和船主发财致富。

在沃波尔执政晚期，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英国的经济实力已有显著增长。工业家、商人和金融实业家迫切需要新的殖民地，他们不再容忍沃波尔的和平政策。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沃波尔被迫改变政策。为了扩展奴隶贸易、垄断西印度群岛的市场，1739年英国对西班牙宣战。战争初期，英军吃了败仗。1741年英国举行大选，沃波尔虽然取得胜利，但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于1742年被迫辞职。1745年3月18日与世长辞。


小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


英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其父老皮特曾任英国首相（1766～1768），其母出身于名门望族。老皮特对儿子从小寄予厚望，对其严加管教。小皮特曾就学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被授予艺术硕士学位。1781年他22岁时进入议会下院。

18世纪后期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活跃于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政党处于动荡、分化和改组的阶段。老皮特曾领导代表新兴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被称为“反叛辉格党人”的反对派。小皮特进入议会后就成为这个反对派中的要人，他支持辉格党理论家柏克提出的改革主张：缩短议会会期，取缔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他在下院的第一次演说就是支持柏克的经济改革议案。小皮特曾在谢尔本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1782）。1783年12月小皮特被任命为首相，一上台就提出《改革英国东印度公司法案》。当时由于工业资本的发展，英国由东印度公司出面在印度推行的以旧式商业资本占主导的殖民政策，已不再被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容忍。该法案主张：印度的总督、省督和各级董事会由议会任命；东印度公司雇员的任命均由董事会呈报，由下院批准。法案还规定成立监督东印度公司行政事务的监督部，该部可以审查、翻阅公司的所有文件和信件，审批公司向印度发布的各种指示。法案还提出惩处公司雇员在印度敲诈勒索、收礼受贿的行为。小皮特的法案较为稳妥，因而在上下两院都获得通过。从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行政权力实际上被剥夺了。

小皮特就任首相时，就从“反叛辉格党人”的阵营中分裂出去，组成以他为首的新托利党。不过这个新托利党同17世纪末产生的托利党毫无关系。参加这个党的很多人系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也有乡绅和贵族。小皮特是亚当·斯密最早的学生之一，他推行的政策适应并代表了新兴的工业制造业主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自由商人的利益。他精简税则，消灭漏税，与贪赃舞弊做斗争。小皮特向国民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收，却撤销了原棉进口关税。他提出在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实施自由贸易的建议。他还同法国订立商务条约，取消了双方的贸易限制，从而扩大了英国制造业的销售市场。小皮特支持对第一任英印总督哈斯丁斯的弹劾，采取措施打击与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权。他还顺应国内“废奴运动”的要求，在下院提出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决议案。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奴隶贸易是重商主义经济的支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小皮特执政期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最初他对这场革命沉默不语，但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他看出这次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同。政治上保守的小皮特便草拟了对法国作战的檄文。他先后组织并领导了三次“反法联盟”，以充足的经济、军事实力支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对拿破仑法国作战。对法战争也影响到小皮特的国内政策，为了阻止法国的革命思想在英国传播，他宣布中止实施《人身保护法》，还使下院通过了禁止集会的法令。白色恐怖遍于全国，许多人被审判和流放。

小皮特也是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1798年5月爆发的爱尔兰民族起义主动与法国联系，欢迎法军登陆爱尔兰。小皮特不仅派兵镇压起义，还通过《英爱合并法案》，使爱尔兰自治的痕迹被消灭殆尽，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地位得以完全确立。小皮特在反法战争期间还扩大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拉美和加拿大的殖民地。在这期间，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殖民和对非洲的扩张计划也都是由他批准实行的。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对英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保守党创始人。皮尔出身于兰开夏郡伯里镇一个工厂主家庭，曾就读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1809年皮尔作为托利党议员进入议会。

皮尔步入政界时正值托利党长期执政时期，他才能超群、官运亨通，曾先后担任陆军和殖民地副大臣、爱尔兰事务大臣、下院负责解决恢复现金支付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和两届内阁首相等要职。在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时，皮尔曾推行极端保守主义的强硬政策。皮尔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经济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能从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采取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在1823年出任内政大臣期间，他首先改革极刑制度，并创建了专门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队伍（又称“皮尔队”）。1824年他取消了禁止结社法，使工会合法化，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向合法的经济斗争的轨道。1829年3月5日他提出了解放天主教徒法案。在对待1832年议会改革的态度上，他能看清并顺应改革潮流，改造托利党，使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1834年皮尔组织了他的第一届内阁。任职之初他发表了著名的《塔姆沃斯宣言》，集中反映了皮尔改造托利党的思想纲领——新保守主义。皮尔把托利党的政策放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这就是在维护现存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行谨慎的改革政策；吸引资产阶级，考虑和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是该党一个带根本性变化的开始。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保守党”一词开始取代“托利党”。直到19世纪60～70年代，经过皮尔和迪斯雷里的两次改造，保守党便从代表土地贵族的政党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

皮尔的第二届内阁开始于1841年9月。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已臻于完成。在英国工业发展初期曾为保护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工业起过重要作用的保护关税制度，此时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废除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自由贸易。皮尔在这届内阁任期内，实行了以废除保护关税制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政策，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正式确立。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他从1808年开始到逝世为止，几度担任政府要职。他曾先后任海军副大臣、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首相等职务，在英国政界掌权长达20年之久。

帕麦斯顿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是帕麦斯顿家族中的第三代子爵，于1807年进入下院。他原为托利党重要成员，曾参与并指挥对要求议会改革、反对《谷物法》的群众集会进行血腥镇压（即“彼得卢大屠杀”）。但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帕麦斯顿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托利党的分裂及其顽固反对议会改革的态度，该党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已丧失了威信，操纵未来国家政治的将是辉格党而不是托利党。1830年帕麦斯顿脱离托利党转入辉格党，声称自己是议会改革的拥护者。

1830年帕麦斯顿担任外交大臣，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1830～1841年和1846～1851年间，他主持外交部的工作。在1855～1865年间，他担任首相。不论作为外交大臣还是作为首相，帕麦斯顿都对英国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崇尚英国传统的均势外交，宣称“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他善于利用各种环境和矛盾去推进英国的利益，并根据英国自身的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需要夺取更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比利时问题的解决，是帕麦斯顿运用均势外交获得成功的一个例子。1830年比利时爆发争取独立的起义，这是对1815年《维也纳条约》所作领土安排的一次严重挑战。英国既担心俄、奥、普3个保守的君主国进行干涉；又害怕法国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把比利时重新置于其影响和控制之下。英国通过同法国联合支持比利时，阻止了俄、奥、普的干涉；又通过战争威胁，迫使法军撤出比利时。最后以“欧洲协调”方式通过了1839年的《伦敦公约》，由各大国共同保障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这显然是对英国有利的解决办法。

所谓东方问题，主要是指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帕麦斯顿玩弄各种手法，在俄、法之间纵横捭阖，为英国争得有利的结局。俄国通过1833年俄土签订的《温加尔-伊斯克列西条约》，不仅扼住了通向地中海的咽喉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且使土耳其直接处于自己的军事“保护”之下。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不仅是有利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是其在东方进一步扩张的基地。俄国在土耳其势力的增长，还可能威胁英国在伊朗以至印度的利益。帕麦斯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遏止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为此，他首先提议让欧洲列强全部加入《温加尔-伊斯克列西条约》，试图以此抵消俄国所取得的优势；接着又通过签订英、德、普、奥集体援助土耳其反对埃及的协定，形成一种反法联盟的形势，迫使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支持。最终英、俄、法、普、奥五国于1841年签订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条约，阻止了俄国控制海峡通道的图谋。不过外交手腕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有时只有通过实力的较量才能一决高低。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英、法同俄国之间围绕东方问题所进行的一次重大较量。尽管双方在这次战争中打得都相当艰苦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英国基本实现了它的参战目标：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被制止；黑海中立化，俄国不得在黑海沿岸建设海陆军设施和基地，从而不能再对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力量构成威胁；土耳其作为一个抵御俄国的缓冲国被保存下来。

帕麦斯顿1839年一手策划的对阿富汗的入侵和1840～1842年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直接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商业扩张服务的。1857年他还发动了入侵伊朗的战争。同年，帕麦斯顿政府又派兵镇压了印度的反英民族起义。1856年他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酿成了火烧圆明园的野蛮暴行。

帕麦斯顿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动立场，在处理欧洲的民族和民主革命问题上也有所表现。但他常常在怂恿国际反动势力的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同情者。1846年波兰爱国者发动了民族起义，成立了“克拉科夫共和国”。帕麦斯顿一方面写信给奥地利当局，表示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虚伪地呼吁奥、普、俄三国放弃对波兰的野心。帕麦斯顿对欧洲1848年革命的基本方针是维系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1848年3月，奥匈帝国境内的匈牙利人掀起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建立了匈牙利民族政府。帕麦斯顿对匈牙利的代表根本不予接见，却支持沙皇俄国镇压匈牙利革命。对德国的统一运动，帕麦斯顿也十分仇视。1848年，普鲁士为了统一属于丹麦王国领地的北部两公国——施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向丹麦宣战。帕麦斯顿威胁要派遣舰队援助丹麦。在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大国的干预下，普鲁士被迫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帕麦斯顿对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也采取敌视态度。他曾大骂在二月革命中建立的法国临时政府，但由于看到法国新政府较此前的七月王朝推行的政策更有利于英国，又很快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

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英国实力的基础上的。正是英国的炮舰政策和“世界工厂”地位，使他能够对付和威吓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开始执欧洲均势之牛耳，他支持俄国镇压波兰1863年起义，又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使帕麦斯顿在普、奥对丹麦战争中陷于孤立。因此在1864年普奥联军入侵施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既成事实面前，帕麦斯顿只能默认丹麦任人宰割。因为英国在没有欧陆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是不能单独用海军力量去打一场大陆战争的。这表明欧洲均势已开始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帕麦斯顿于1865年去世，标志着英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


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19-1901）


君临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近64年（1837～1901）。这期间，英国达到了它发展史上极盛时期的顶峰。有人把19世纪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年代，维多利亚女王便成为“英国世纪”的象征。

维多利亚出生于1819年。她的父亲是英王乔治三世第四个儿子爱德华·肯特公爵，其母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妹妹萨克斯-科堡公国的维多利亚。1837年她继承其叔父威廉四世的王位。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同她的表兄萨克斯-科堡公国的艾伯特王子结婚。

艾伯特秉性正直，兴趣广泛，并有崇高的理想。他热心支持科学、工业、艺术和许多有益的事业，博得人民广泛的爱戴。他是女王的长期顾问，就各种问题直言进谏，一丝不苟，不偏不倚。他的叔父利奥波德国王和他以前的老师施托克马男爵对他的教育，使他领悟到君主在立宪制度下的作用和职责。他和女王一起度过了21年的幸福生活。

维多利亚女王是个刚毅之人，即位时坚定地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在艾伯特的影响下，她认识到自己在党派斗争中应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必须任用在下院能够控制多数议席的人为首相。这一原则并不妨碍她对主要大臣所怀有的强烈的爱憎之分。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一起树立了君主制的新规范（后来一直是各代国王的行动准则）。

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号称“世界工厂”。在艾伯特亲王的倡导下于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博览会，充分展示了英国各行各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6个月的展期内，每月有100多万人前往参观。总共展出1.4万多项工业技术和产品，其中半数是英国人的创造发明。维多利亚女王称博览会的开幕日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博览会极大地扩大了英国的影响，其余国家也竞相效仿，力争举办，世博会的历史由此开端。

英国的力量和影响还表现在它对世界海洋的控制以及不断扩展的海外殖民帝国上。英国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海军，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加紧向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19世纪初期它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确立对印度的统治；之后进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腹地以及在新西兰殖民；最后又与欧洲列强瓜分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无主”土地，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殖民帝国。1876年保守党政府首相迪斯雷里宣布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英国女王成为大英帝国的象征，被奉为英国所有海外领地的主人。1887年和1897年英国政府分别举行维多利亚女王临朝50周年和60周年庆典，成为英帝国鼎盛的标志。英国政府还利用帝国各属地的代表齐聚伦敦之机，举行帝国殖民地会议，以巩固大英帝国的统治。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卒于怀特岛。


本杰明·迪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之一。他曾3次出任财政大臣，两次出任首相，在改造托利党和巩固保守党势力、提高其影响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迪斯雷里出生在伦敦一个意大利籍犹太人家庭，幼年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经常接触到同其父来往的学者和文学家，并常从父亲的图书室里找到自己喜好的读物，所以在少年时代就学到了许多知识，并爱好文学写作。1835年参加托利党（后来逐渐被“保守党”的称谓所取代）。1837年迪斯雷里进入议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52年他在德比内阁中首次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后，他极力劝说德比伯爵放弃托利党的传统政策，主张在巩固贵族统治的基础上，实行一些适应工业资产阶级需要的改革和有利于大众的民主措施。迪斯雷里在第二次出任财政大臣时，曾提出一个温和的议会改革法案，但遭否决。1867年在第三届德比内阁中，迪斯雷里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议会改革法案，得以通过并付诸实施，史称第二次议会改革。这是保守党的一次胜利，迪斯雷里也因此而名声大振。1868年2月德比因病退职，迪斯雷里继任首相，但几个月后就下台了。

1868～1874年保守党在野期间，迪斯雷里加强了对保守党的改造和管理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保守党终于完成了从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党向资产阶级政党的演变。为迎合资产阶级渴望夺取更多海外市场的意愿，他强调保守党要以大英帝国的利益为重，主张积极对外扩张，并对印度表示特别的关心。与此同时，为了讨好工人群众，迪斯雷里还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如改善住宅和建立卫生制度等。

在迪斯雷里第二届内阁（1874～1880）任内，为了争取选民，他推行了一些对群众有利的社会改革计划。例如，迪斯雷里内阁取消了工人所痛恨的禁止设置纠察队的条文；修改了《主仆法》，规定工人和雇主之间地位平等；颁布了《工匠住宅法》，这是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第一个措施。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愿望，迪斯雷里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认为不应放过任何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1875年，英国利用埃及财政危机购得了苏伊士运河半数的股票，从而取得了对运河的控制权。1876年，为了把印度彻底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迪斯雷里建议议会授予维多利亚女王以“印度女皇”的称号。

迪斯雷里主张对俄国实行强硬外交，在海外炫耀大英帝国的实力。俄国为了控制巴尔干地区各小国，以保护巴尔干地区各族人民的名义于1877年4月对土耳其宣战。俄国的胜利使英国政府感到这将危及印度的安全。于是英国派出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在马尔马拉海峡同俄军对峙。俄国为避免同英作战，迅速同土耳其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实际上使俄国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诸小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联合其他欧洲列强要求召开国际会议。1878年举行的柏林会议，迫使俄国同意修改条约，英国从土耳其取得了塞浦路斯岛。迪斯雷里满怀喜悦，带着“光荣的和平”回到伦敦，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女王为此授予他嘉德勋章。迪斯雷里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1881年4月19日他病死在伦敦的寓所。几天后为他举行葬礼时，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场致哀。


威廉·爱华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与迪斯雷里齐名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从政61年之久，两次担任财政大臣，四次出任首相。最初他是保守党人，后来转入自由党，并成为自由党的领袖。

格莱斯顿是苏格兰人，出生于利物浦的一个富商家庭，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由于受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他最初的思想很保守，厌恶自由，反对改革。1833年作为托利党议员进入议会。1834年12月罗伯特·皮尔第一次组阁时，格莱斯顿在内阁中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务。在皮尔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初期他在议会中的活动还表现出强烈的托利主义倾向，后来他顺应潮流，逐渐从保守主义转向自由主义。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皮尔的第二届内阁时期（1841～1846）。格莱斯顿1841年任商业副大臣，1843年提升为商业大臣。在皮尔领导下，他着手处理最难解决的关税问题，取消了1200多种商品进出口税，降低了750多种原料和粮食进口税。1844年，他颁布了《铁路条例》，整顿铁路使之规范化。他还改善了码头工人的工作条件。这些改革为英国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开辟了道路。

1850年初皮尔逝世之后，格莱斯顿对于托利党的原则更加失去了信心，开始探索新的道路，并同迪斯雷里发生激烈的冲突。1852年辉格党、托利党中的皮尔派和爱尔兰自治派组成联合内阁，格莱斯顿出任财政大臣。他决定大量削减税收，建议取消所得税、增加遗产税。1859年格莱斯顿决定加入由辉格党演变而来的自由党，从此便同托利党彻底决裂。1867年罗素退出政府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格莱斯顿便成为自由党的领袖。1868～1874年格莱斯顿第一次出任内阁首相。在这6年中，格莱斯顿实行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并把主要精力用在解决爱尔兰问题和对内政策上。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采取了怀柔与镇压相结合的两手政策。1869年他放弃了保护财产和国教的旧信念，毅然取消了英国教会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了《爱尔兰土地法》，规定地主不能随意驱逐已交纳税金的佃农。在内政方面，1870年他采纳了福斯特的《教育法案》，在全国实行普及初等教育；次年又改革大学教育，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消了宗教宣誓。同年6月，格莱斯顿颁布文官考试制度，规定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剥夺了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他设置了内政部，以监督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格莱斯顿还进行司法改革，调整和统一了司法机构，简化司法程序，设立最高法院及各地分院。他还确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所有这些改革，在政治上极大地摧毁了贵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1880年格莱斯顿第二次出任首相后，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爱尔兰问题。为了安抚爱尔兰，1881年颁布了《土地条例》，规定租地标准，确定15年不变，在这期间地主不得任意驱逐农民。但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此并不满足，为迫使格莱斯顿做出更大让步，采取阻挠执行《土地条例》的行动。为此，政府采取高压手段，逮捕了爱尔兰“土地同盟”的参加者1000多人，并颁布了为期3年的《防止罪行法》。结果，自由党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格莱斯顿在这届内阁任内虽然没能解决爱尔兰问题，但在1884年却实现了英国的第三次议会改革，使农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

当1886年格莱斯顿第三次组阁时，他已具有让爱尔兰实行自治的决心，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条例》，但遭到以约翰·张伯伦为首的“自由联合主义者”联合保守党的反对。格莱斯顿只得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自由党在大选中失败而使他下台。1892年格莱斯顿第四次组阁，1893年向议会提出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条例》。该法案虽然在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但在上院二读时被否决。在格莱斯顿执政期间，爱尔兰的自治始终未能实现。

格莱斯顿主政期间，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促使英国跨进了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极盛时代。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工业开始出现相对下降征兆。英国资产阶级渴望对内加强统治、对外积极扩张，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政策已不那么受欢迎了。格莱斯顿于1894年3月1日在下院作最后一次演说，并向女王提出辞职，从此退出政坛。他于1898年5月离开人世。


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


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先后担任过贸易大臣、财政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和首相。

劳合-乔治是威尔士人，出生于曼彻斯特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幼年丧父，靠母亲和舅父养大。他14岁时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1884年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890年劳合-乔治以自由党候选人被选入议会，从此步入政界。在英布战争中，劳合-乔治属于亲布尔人的“激进派”，曾猛烈抨击保守党政府对南非的政策。1901年他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向教会学校增加税收的抗议运动。劳合-乔治从此作为激进的反对派而闻名，被称为“自由党大军的杰出将领”。

20世纪初，英国工人组织在各地纷纷出现，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进一步传播。面对这种形势，劳合-乔治认为自由党必须加强“自由主义政策”以对抗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只有用所谓的同地主贵族的“斗争”来争取工人，才能削弱英国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在1905年12月大选中，自由党获胜执政。劳合-乔治被任命为贸易大臣，从此他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在内阁中，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社会问题的尖锐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因此，他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问题研究。1906年他在《商船条例》中提出改善海员的生活条件。1907年铁路工人同资方发生纠纷，劳合-乔治作为官方代表出面干预，纠纷得以解决。他制定了解决劳资冲突的复杂程序，试图把工人的斗争限制在劳资谈判上。1908年劳合-乔治在阿斯奎斯内阁中出任财政大臣，继续大力推行社会改革。他提出的《养老金法》和《国民保险法》，使劳动者的处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一般认为，这是英国福利国家的先声。

1909年劳合-乔治提出了一项财政预算案，规定进一步提高所得税，以抵补增加的军费开支和用于社会保险。预算案在保守党占多数的上院被否决，于是围绕该预算案展开了限制上院权力的斗争。1911年8月通过的《议会法》规定，财政法案不需上院批准；其他法案如在两年内经下院三次通过，不经上院批准即可呈交国王签字变成法律。《议会法》削弱了上院的权力，使议会上、下院间的关系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劳合-乔治由于反对增加军费赢得“和平主义者”称号。但在战争濒临时，他很快站在主战派一边。为了进行战争，劳合-乔治主张把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1915年3月他联合保守党领袖劳发表声明，建议成立“联合内阁”。阿斯奎斯首相接受这一建议，于是成立了一个由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中，劳合-乔治先后任军需大臣和陆军大臣，在他的领导下，把铁路、轮船、军火工厂和一切战略物资均纳入国家监督。他禁止工人罢工，对劳资纠纷实行强制仲裁。应劳合-乔治提出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要求，1916年5月内阁通过了普遍征兵法。1916年12月劳合-乔治出任首相，建立了“战时内阁”，把国民经济全面纳入军事化轨道。与此同时，他极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国内局势，防止革命发生。劳合-乔治政府实行了“工人监督生产”，由企业主和工人代表组成“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和解决工资问题。1918年议会又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规定年满21岁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的男人以及年满30岁的妇女均享有选举权，并且规定妇女有当选议员的权利。另外，政府还颁布了《国民教育法》，实行免费初等教育。

劳合-乔治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国家领导人获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在战后的大选中，他与保守党组成的联合派获得胜利，1919年1月劳合-乔治再次组阁，但他面临军人动乱和工人罢工的复杂局面。首先，为了防止动乱，劳合-乔治政府一方面调集军队，下令征集“市民卫队”，加强镇压力量；另一方面采取安抚措施，加紧对复员军人的安置，在复员军人就业前发给补助金，对军火工厂的失业者发给津贴。这些措施使紧张局势得以缓解。其次，爱尔兰问题又被提上议程。1919年爱尔兰新芬党宣布爱尔兰成立共和国，并组织了爱尔兰共和军，准备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1919年12月劳合-乔治提出爱尔兰自治法修正案，于1920年经议会通过成为正式法令。此后经过谈判双方于1921年12月达成协议：英国承认爱尔兰自由邦成为享有全权的自治领，但北方6郡仍留在英国。一战后，英国面临的又一个尖锐外交问题是如何对待新生的苏俄。劳合-乔治反对向苏俄派兵，他认为向苏俄派兵是危险的，因为派去的士兵有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影响，将对英国的现行制度构成威胁。他主张使用外交手段迫使苏俄就范，通过援助俄国的反革命势力消灭苏俄。1921年帝国主义对苏俄武装干涉破产后，劳合-乔治政府决定承认苏维埃政权。两国签订了一项具有半贸易半政治性质的协定，互设商务代表处。

劳合-乔治执政后期政治上失意，使他转向写作。总的说来，劳合-乔治作为自由党“左翼”的重要领导人，在其担任英国领导人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对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


英国工党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曾三次出任首相。

麦克唐纳1866年10月22日出生在苏格兰莫里郡的小渔港露西茅斯。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农场女工。麦克唐纳幼年由于贫困辍学，后得到老师减免学费的帮助得以继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离校后，他在布里斯托尔找到一份抄写文稿的工作。布里斯托尔当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麦克唐纳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盟等团体的活动，并担任《社会主义者》杂志的编委。后来他又陆续参加了费边社、独立工党等组织，结识了韦伯夫妇、伯恩施坦、饶勒斯等国内外知名的社会主义者。

19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空前高涨，新工联组织普遍出现于各个部门。面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采取进攻态势，在全国雇主联合会的基础上，1898年又组织了雇主议会委员会。面对这种形势，工人运动提出了选举自己独立的代表进入议会的要求。因此，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哈第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在下次大选中争取得到25个劳工议员席位的目标。为了争取同盟者，他们建议同自由党达成谅解，保证支持自由党组阁。麦克唐纳呼吁独立工党、工会、合作社等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1900年2月27日，英国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组织在伦敦开会，宣布建立劳工代表委员会。麦克唐纳被选为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1906年英国举行大选，麦克唐纳当选为议员。在这届大选中共有29名劳工代表进入议会，在议会中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劳工代表委员会正式更名为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是英国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麦克唐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持反战立场。20世纪初，工人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大肆鼓吹民族沙文主义。而麦克唐纳不惧怕迫害，公开宣布反对英国建造无畏舰搞军备竞赛，号召工党成员团结德、法等国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扩军备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麦克唐纳参加反战游行，抨击本国政府的战争行为。他在工党执委会紧急会议上提出一份反战决议，但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被否决。麦克唐纳被撤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然而他并不屈服，仍继续在报刊上发表反战文章。他在演说时被反对者骂作“卖国贼”，石块横飞向他打来。为此他在1918年11月大选中落选，但仍不后悔。

英国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向往社会主义的情绪不断高涨。1918年2月由麦克唐纳起草的工党第一个党纲问世，首次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党的目标。但麦克唐纳反对暴力夺取政权，主张“遵照社会主义路线前进，而以民主为指南”，用政治的方法、自由的精神达到经济改造的目的。1921年麦克唐纳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批评的和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新型的奴隶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但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应是民主的方法，如果自然进行的改革受到阻碍和破坏，暴力革命就会为社会进步“炸出一条道路”。主张社会财产公有，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在1922年11月大选中，麦克唐纳重新当选为议员，再次被选为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次年重新大选，工党取得191席，成为英国第二大党。由于保守党席位未过半数，自由党席位更少，1924年1月麦克唐纳受命组阁，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当时，工党政府面临严峻的局势：失业严重、贸易不振，在外交上面对战后各大国之间的对峙。首届工党政府抓了几件大事：消除战争危险，促进欧洲和解；承认苏联，恢复正常邦交；通过住宅法案，改善保险制度；改进卫生教育措施，等等。但由于其他两党的钳制，工党政府无法按自己的主张解决问题。1924年10月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保守党上台执政。

在1929年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麦克唐纳受命组织第二届工党内阁。新政府立即与苏联进行谈判，于当年10月同苏联恢复了正常邦交。1930年初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1931年8月英格兰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财政大臣斯诺登提出砍掉政府开支9900万英镑的方案，其中6700万英镑是失业保险金，引起大多数工党议员的不满。麦克唐纳走投无路，经过斟酌选择了组织国民联合政府的道路。1931年8月24日成立各党派参加的国民联合内阁，麦克唐纳仍任首相。9月21日议会通过金本位修正案，许多工党党员反对这一法案。工党执委会为此宣布将麦克唐纳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党。10月重新举行大选，拥护国民联合政府的席位占绝大多数，麦克唐纳继续为首相，但保守党在这届政府中起实际的主导作用。他在1931～1935年的首相任内，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完成了以下几件工作：在保守党人的压力下，通过了《多余进口货物法案》，对“多余”进口货征收100%的关税；通过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确定英联邦贸易特惠制；通过土地税法案；对工人合作社团体征税，等等。这些都是偏向于保守党而不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不过他也主持了解决印度自治问题的圆桌会议，实现了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自治。这一时期他精神苦恼，宣称：“最坏的是我似乎成了劳工运动的叛徒，背离了劳工运动的真谛——社会主义，放弃了一切”。1935年6月麦克唐纳辞去了首相职务。


温斯顿· 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


英国杰出的政治家，二战中领导英国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著名首相。

丘吉尔出生于牛津郡马尔博罗公爵家庭。其家族历史上一度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曾担任保守党下院领袖和内阁财政大臣，母亲是美国纽约富商的女儿。丘吉尔曾就读于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哈罗公学，后考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丘吉尔20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经济拮据，5年后母亲改嫁他人。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变得成熟起来。189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开始了戎马生涯。青年时期，他虽过着军旅生活，辗转各地，但在空余时间练习写作成了他的一大特点。他从英国对苏丹的殖民战争回到英格兰时，已是一位知名的记者。

随后，丘吉尔辞去军职进入政界，以保守党党员身份参加竞选，1900年10月当选下院议员。不久，丘吉尔由于在自由贸易政策上与保守党的立场相左，便脱离保守党，站到自由党一边，重新进入议会。他1906年出任殖民事务部副大臣，1908年后先后任商务大臣、内政大臣，1911年任海军大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日趋临近时，他采取果断措施，以保证英国做好一切准备。1917年5月丘吉尔在劳合-乔治内阁中出任军需大臣，后又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的极大恐慌。丘吉尔主张采取武力干涉政策，把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扼死在摇篮里”。他积极策划反对苏俄的活动，给苏俄白匪武装提供军事援助。在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倒台后，他有两年时间没能进入议会。在此期间，自由党因内部派系斗争激化面临严重危机，丘吉尔重新回到保守党。1924年丘吉尔在鲍德温政府中出任财政大臣。1931年1月在释放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的问题上与鲍德温闹翻，辞职后他又拿起了笔杆子。四卷本《马尔博罗的生平与时代》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二战前，丘吉尔意识到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必将危及英国和欧洲的安全。他呼吁政府提高警惕，增加军事预算，重整军备，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抑制德国的霸权和侵略图谋。英德战争爆发后，他先在内维尔·张伯伦的政府中任海军大臣。1940年5月丘吉尔接任首相，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以坚定的意志和具有挑战风格的演讲激励英国全体将士的斗志，鼓舞人民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为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崇高的国际声誉。

然而，战后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使他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尽管女王封他为爵士并授予嘉德勋章，仍不能使他从消沉中恢复过来。在随后在野的岁月里，他完成了撰写有关二战的历史巨著——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1年10月丘吉尔重返政坛，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外交上，尤其致力于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和西方联盟，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丘吉尔于1955年辞去首相职务，1965年1月24日在长期的忧郁中去世。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


二战后英国首届工党政府首相（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曾长期担任工党领袖（1935年10月至1955年12月）。

艾德礼1883年1月3日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伦敦一位有名气的律师，母亲是伦敦艺术联合会的秘书。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取得高级律师资格。之后艾德礼长期在伦敦东部的贫民区工作，他大量阅读国内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加入了独立工党和费边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艾德礼在陆军服役，获少校军衔。一战后，他曾任斯特普尼市市长。1922年当选为工党议员，进入议会。艾德礼曾在麦克唐纳的前两届政府中任职（先后出任国防部副大臣、兰开斯特郡大臣和邮政大臣）。1931年他与一些同事一起反对麦克唐纳组织国民联合政府，并被选举为下院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的助手。1935年经选举艾德礼正式出任议会下院反对党领袖。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组成保守党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侵略扩张推行绥靖主义政策。对此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是不完全赞成的。艾德礼主张集体安全和共同裁减军备，谴责希特勒的侵略行为和德、意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和《慕尼黑协定》。二战爆发后，1940年5月张伯伦辞去首相职务，组成了以丘吉尔为首相的联合政府，艾德礼先后任掌玺大臣（1940～1942）、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1942～1945）和枢密院院长（1943～1945），是丘吉尔的得力助手之一。他曾出面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其中主要侧重于国内方面，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此同时，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艾德礼已开始考虑战后工党的前途，并着手制定相应的计划，从而为工党在战争结束后从容不迫地执政奠定了基础。

1945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艾德礼出任首相，组成二战后首届工党政府。工党政府执政后，宣布进行“新的实验——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同年12月开始实行国有化政策，先后把英格兰银行、民航、煤矿、铁路、电力、钢铁等行业收归国有。工党政府大搞福利国家，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国民救济法》、《国民医疗保健法》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法令，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外交上，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联美抗苏政策，同时又极力抵制美国对英帝国范围的渗透和侵蚀。对于殖民地，工党政府采取灵活、务实态度，战后不久就撤出了印度次大陆和巴勒斯坦，并争取使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留在英联邦内。1950年1月艾德礼工党政府承认中国。艾德礼工党政府是战后以来英国历届政府中做出重大决策最多、色调最为鲜明突出的一届政府，其中某些决策对于战后英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奠定了此后几十年英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格局。

1951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但艾德礼仍继续担任工党议会党团领袖。1955年11月辞去工党领袖，同年封为伯爵，不久宣布隐退。1967年10月8日病逝。


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


战后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出生于伦敦一个出版商家庭，他的祖父创办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父亲担任过该公司的经理。麦克米伦本人在进入政界前和退出政界后，也曾出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哈罗德·麦克米伦有美国血统，母亲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人，这种血缘关系在其日后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中起了一定作用。他早年求学于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为其日后进入政界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年轻的麦克米伦曾以上尉军衔服役。战争结束后，麦克米伦离开军界，转入政界。1924年他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从30年代起，麦克米伦在保守党内和英国官场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曾追随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二战中麦克米伦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军需部政务次官、殖民地事务部副大臣、地中海战区盟军司令部英方驻节公使、联合王国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盟国驻意大利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战结束后，保守党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失败。包括麦克米伦在内的一些保守党人意识到，保守党要从失败中振兴，就必须提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政策。为此，保守党于1945年11月组成了一个以巴特勒为首的政策小组，其成员多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保守党人。麦克米伦便是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这个小组制定了一份名为《工业宪章》的文件，实际上承认了国有化方针、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原则，并在随后上台的几届保守党政府任期内加以贯彻执行。麦克米伦被誉为保守党中著名的改革派人士。

1951年11月保守党重新执政，麦克米伦先后在丘吉尔和艾登内阁中担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国防大臣、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等要职。他在领导解决战后英国住房问题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57年1月，艾登在英、法、以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后被迫辞职，麦克米伦继任首相职位。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曾给英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麦克米伦主政后把修好英美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他利用二战期间同艾森豪威尔结成的亲密关系，极力弥补英美之间的裂痕。1957年麦克米伦两度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签订了《关于两国共同目标宣言》。英美核伙伴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则被认为是麦克米伦的一大成就。它无疑有助于英国作为一个核国家参加大国俱乐部，但也加强了英国对美国的依赖。

麦克米伦主政之时，英国政局正面临多事之秋。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崩溃是他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遭受挫折，揭示了英国国力急剧下降的严酷现实。英国的决策者们意识到，英国不再拥有在世界上继续扮演帝国角色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为了避免激起殖民地人民更激烈的反抗，麦克米伦政府决定加快非殖民化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麦克米伦下台时，英国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取得独立地位。

在麦克米伦首相任内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是英国决定申请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战后英国的内外环境以及出于历史和现实利益方面的种种考虑，曾使英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欧洲6国建立“共同市场”时，英国曾拒绝参加。为了与之抗衡，英国还曾拉拢西欧6国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是迅速发展的欧共体很快就表明，它对英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缺乏活力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寻求出路，成为英国向欧共体靠拢的重要动因。当然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如果英国同西欧联合进程的联系被完全切断，那么未来世界外交活动的轴心就有可能绕过英国而从欧共体通过，从而严重危及英国的大国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麦克米伦作出决策，英国于1961年8月正式提出了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要求。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谈判，几经周折，最终于1973年才实现这位英国前首相的夙愿。

1963年10月麦克米伦托病辞去首相职务，从此弃政从商从文。他曾任牛津大学校长、麦克米伦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并精心撰写了多部回忆录。麦克米伦于1986年12月29日病逝。


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


20世纪60～70年代的工党领袖，先后两度担任四届英国首相。

威尔逊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两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大学期间，威尔逊开始参加政治活动，起初加入自由党俱乐部，后加入工党。大学毕业后，他执教于牛津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获得了大量的行政和经济工作经验。他辞去文官职务后，于194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在艾德礼工党政府中先后出任公共工程部政务次官、海外贸易大臣、贸易大臣。1951年，为反对财政大臣盖次克尔削减社会福利基金、增加军费开支的预算案，他与劳工大臣比万一起宣布辞职，酿成政府危机。

1951年10月大选中工党失败，威尔逊成为在野党的“影子内阁”成员。1955年他被指派领导一个小组考察工党的组织情况，发现了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缺陷，并提出一份改进报告。工党全国执委会接受威尔逊的建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监督工党机构的小组委员会。他被任命为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1961～1962年威尔逊担任工党全国执委会主席，积极为工党赢得新的大选做舆论准备。1963年1月工党领袖盖次克尔病逝，威尔逊当选为工党领袖。

1964年大选中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威尔逊就任首相，并着手社会改革。继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实施全面国有化之后，该届工党政府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把原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的钢铁工业重新实行国有化，还将公路运输的骨干企业和部分港口及机场收归国有。另外，当时英国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严重，英镑面临贬值的危险。威尔逊政府对进口货物增收15%的附加税，削减防务开支，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并向外国银行大量举债，从而使国家暂时渡过了一场英镑危机。1966年3月提前大选，工党获胜继续执政。不过好景不长，不久英国经济又陷入严重的危机，国内掀起挤兑英镑存款的风潮。1967年11月威尔逊政府被迫宣布英镑贬值。在1970年议会大选中工党失败下台。

工党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以微弱多数击败保守党重掌政权，威尔逊再次出任首相。为了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威尔逊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工人罢工问题，结束希思政府时期所宣布的紧急状态，停止执行强制性的限制工资政策。与此同时，为了阻止英镑贬值，政府增加税收，大幅度提高煤、电、钢材等产品的价格，使英国又一次暂时渡过了经济困难。1974年10月举行第二次大选，工党得以继续执政。在威尔逊政府及继承他的卡拉汉政府实施的第三次国有化高潮中，政府不仅继续扩大“夕阳工业”的国有化范围，同时还积极推进对新兴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国有化试验。工党政府建立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直接参加北海油田的开发，获取巨额利润以充实国库。不过威尔逊政府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也不能幸免。1976年工党政府又一次面临英镑危机。威尔逊政府原先拟定的几个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国际收支，制止物价上涨——一个也没有实现。在此背景下，1976年3月威尔逊突然宣布辞职，由詹姆斯·卡拉汉接任首相职务。人们认为，他的辞职是因为感到难以应付面临的经济危机、工党内部左右分化加剧和政府地位日趋不稳。从这种意义上讲，威尔逊的辞职可以说是英国国势式微、经济相对衰落的产物。当然，也有人称颂这是英国政坛上一个主动引退让贤并值得仿效的范例。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ret Hilda Thatcher，1925- ）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连续三届执政长达12年（1979～1990）。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林肯郡格兰瑟姆镇一个小业主家庭。其父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是杂货商，母亲做过裁缝。玛格丽特18岁考进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大学三年级时成为该校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后来她为了能当律师又攻读法律，开始在法学协会的律师议事处实习刑法业务，继而钻研税务法。1953年她成为一名高等法院律师。1959年她首次当选为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人们很快发现她对社会财政和税收政策有独到见解。在她首次参加议会会议时，便提出了关于记者和公众参加地方及地区公共团体会议权利的议案，并在1960年获得议会通过，使她很快成为议会的知名人物。1961年她被任命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70年6月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她提出了一份教育白皮书，建议增加教育经费，其中包括大量增加中学教师和大学经费，从而赢得了很高评价。1974年在保守党影子内阁中负责环境事务时，她宣布通过限定抵押贷款利率的办法帮助人们购买住房。1975年6月，她通过竞选出任保守党第一位女领袖。1979年5月大选中保守党取得胜利，她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后推行的一系列很有特征的方针政策，被人们统称为“撒切尔主义”。其核心是宣扬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价值观；认为战后以来英国政府职能的不断膨胀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干预，扼杀了企业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她极力主张缩小政府的干预范围；强烈反对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表示要致力于建设一种个人和企业能够自由选择和活动的社会。撒切尔政府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中心，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推行国有企业和住房的“私有化”。它多方限制工会权力，镇压劳工运动，砍杀社会福利。它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乃至剥夺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在国际上，撒切尔政府强调英国的国家利益，推行强硬而务实的外交政策。撒切尔夫人待人处世作风“强硬”、咄咄逼人，从而以“铁娘子”的诨号知名于世。

撒切尔政府在整治英国经济方面取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英国经济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中兴”。尽管撒切尔夫人独断专行的作风令人生厌，但她领导保守党连续三次取得大选胜利。在她执政的后期，由于货币主义政策的后遗症逐渐显露出来，加上保守党内部在欧洲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日益激化，撒切尔夫人逐渐失去党内上层的支持，被迫于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




 [1]
 一个由贵族和王室官员参加、负责为国王提供咨询和建议的中央群体性政治机构。


 [2]
 美国在战争后期加入英国一方对德作战，成为其主要的盟友之一。


 [3]
 “巴茨克尔主义”这一称谓最先是由《经济学家》杂志使用起来的。它是由当时的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巴特勒和工党影子内阁财政事务发言人盖茨克尔两个人的名字缩略合并而成，着重表明两党在国内基本政策上的相同或近似。


 [4]
 1998年底应西班牙政府的要求，英国逮捕了在伦敦治病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并开始了长达16个月的有关引渡的法律程序。英国政府最初软禁皮诺切特显然是以人权外交原则行事的。但几经周折最终还是以释放皮氏了事。这固然是因为皮氏年老体衰、健康状况不佳，但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英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它在南美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人权原则固然重要，但国家利益更是根本，并最终占了上风。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国体与政体

一 历史沿革

国体系国家体制，表明国家的根本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是由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以每一社会的经济形态及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阶级为标准，迄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国家大体可以划分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体决定政体，并通过政体来体现。亚里士多德曾把古希腊城邦国家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后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以补充和发展。


英国政治制度的沿革
 英国自近代以来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君主立宪政体国家。其政治体制以议会内阁制为核心，以两党制、常任文官制以及地方自治为主要特点。英国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开拓者。当今世界普遍流行的议会及议会制度、内阁及内阁制度、政党及政党制度、文官及文官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法律原则，几乎无不源于英国。它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机构设置及其相关机制上，也隐约可见英国影响的印记。

英国由封建君主制到资产阶级议会君主立宪制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英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对大不列颠的入侵。罗马帝国曾对不列颠实行残酷的奴隶制统治。罗马人撤离不列颠之后，原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部族入主不列颠，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七国时代”，在国王与骑士之间以采邑制为纽带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度。不过大规模的封建化是在1066年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后出现的。威廉一世建立的诺曼王朝，把大量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信和教会，实施强化了的中央王权和封建庄园制。国王是全国最大的领主，贵族处于附庸地位，御前会议是国王行使统治权的主要机关。12世纪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改革，奠定了英国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基础，使封建制度更趋完善。《大宪章》的签署（1215年）和议会的出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推动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的形成。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使旧贵族的力量耗尽，导致封建君主专制的都铎王朝的建立。15世纪时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英国萌芽，开始同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发生矛盾与冲突。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封建专制王权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从而导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49年英国曾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建立了短暂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专政。1688年“光荣革命”后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国王和贵族院（上院）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下院逐步成为权力中心。随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发展，选举制度、内阁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也在英国逐步形成和确立。此后，这套制度随着英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又作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但其基本内容和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自1688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一直相对平稳。究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对国家权力的争夺问题已基本解决。政党只有通过议会斗争才能夺取权力，也就是通过在选举中夺取议会中的多数或绝对多数席位来组织政府，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不同的阶级或政治派别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这就为英国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它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后方。更重要的是，英国虽处于长期动荡不定的欧洲，却排除了像在一些大陆国家中所出现的那种独裁统治，始终维护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其次，由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英国社会深深笼罩在严重的保守主义阴影之下。其经济创新、政治变革的步伐明显落后于欧洲大陆。当然，这些也决定了英国发展的速度，尤其是战后以来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显示出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


英国政治体制的特征
 英国的政治生活受它的政治制度的制约和影响。正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成熟性及其一些独特的地方，决定了英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某些与欧洲大陆不同的特点。

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和渐进性。现代英国的主要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几乎无不是从遥远的古代继承下来的历史遗产。若干世纪以来，除17世纪中叶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瞬间之外，英国既没有因遭受外来入侵而偏离它的历史进程，也没有因国内的政治纷争和王朝更替而导致历史传统的中断。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大多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英国人特有的守法观念”阻碍他们从事暴力革命。争夺控制国家权力的议会斗争程序和方式一直未变，不仅得到各政党的遵守，同时也为全国人民所接受，使国家始终朝着不断改进和巩固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不过，连续性并不意味静止不变，恰恰相反，连续寓于变化之中。英国历史上的每一种机构和制度，无不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地发展变化，但这些变化大都采取徐缓渐进的方式。英国社会的发展以渐进、改良著称，使其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相对平稳，大起大落较少，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长期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英国没有像某些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因国内的革命或法西斯专政而造成政治制度的极端化，避免了剧变而引发痉挛式的社会震荡。当然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又形成了英国政治制度中某些方面的顽症。例如倾向于保守的思想文化传统、强烈的等级观念与安于现状的思想，有形或无形地阻碍着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革与创新。再如对大臣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高级文官的聘用，长期以来只强调选拔人文学科方面的“全才”，他们不仅思想保守、脱离社会，更严重的是缺乏现代的管理知识，因而被称为“天才的门外汉”。而真正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却很难进入决策层，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导致英国经济发展缓慢、相对衰落的“英国病”的病因之一。

不列颠民族素以崇尚经验、珍视传统、注重实效、不拘泥教条而著称于世。英国哲学的传统特色是经验主义。这一民族文化的特质在政治制度史上集中表现为“先有行动后有规则”的发展模式。英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机构和制度，很少是在某种现成理论指导下精心设计和有意识构建的结果，而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实用主义的产物，所以英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国家政治制度的运作，主要依据以经验为基础但已法律化了的先例、习惯和常规。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废除，也都由议会采取与普通法律同样的程序来决定，没有如其他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设定的那种特殊的机构和程序。此外，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内阁与首相之间权力的消长，同样没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在二战后内阁决策日趋小型化和分散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已成为加强首相权力的一个重要口实与动因。这些同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对权力分配的严格规定与司法监督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不受成文宪法的约束，英国政治制度具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少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英国人特别强调制度的实用性，能灵活地对待社会政治矛盾，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调整、折中和妥协，在保持旧有形式的前提下实现内容更新。某些中世纪的封建机构略加改造便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原本是国王的御用工具却能在不知不觉之中演变为与王权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权力实体。英国的两党制是通过互相竞争来实现轮流执政的，斗争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物质利益上，而不是在原则或理论上。这就决定了两大政党不仅在政策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在立法上同样存在着很大的趋同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的政治景观。

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是集中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个是权力问题，一个是对权力的监督问题。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内容清楚地反映了信守“权力必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观念。在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王、议会、内阁、首相之间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权力消长，但都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制衡和监督。英国政治体制以其所蕴涵的相互制衡特点享誉世界。

二 宪法

以宪法为根本大法来规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政治制度，即为宪政制度。英国的宪政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英国的宪法并不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形成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历史不断演变的产物。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历届政府曾数次试图改革宪法，但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需要，又不断有新的成文法和非成文法出现，以致在现实与需要之间并没有发生严重而又长期的脱节，因此造成英国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法的独特现象。


宪法结构
 英国的宪法既有成文的，又有不成文的，且成文的少，不成文的多。因而宪法的构成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样性。

首先是常规。严格地说，常规并不是法律；但是，一般都接受它用于约束那些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并能使政府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工作。所以，常规被看做是英国宪法“神圣”的法律。其重要性在于宪法的根本原则，如议会的至尊、大臣对议会的负责制等，都是由常规所规定的。一旦常规的存在得到法律和司法机构的承认，它们同法律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常规的来源很广泛，重要的有国王的信件和日记、政治家的声明、退休阁员大臣的回忆录、议会辩论中的一些声明，更有著名学者对宪法的描述等。所以，常规包括规则、理解、先例、习惯和传统等，由于在实践中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因而得到应用并深深扎根于政府和人民的各种行动中，被誉为“不成文宪法”的准则。但议会又从来没有正式颁布过“常规”。常规的种类很多，大致有：与皇家特权和内阁有关的常规，与政府和议会有关的常规，有关司法的常规，影响文官的常规，影响英国与自治领关系的常规，以及影响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常规，等等。

其次是大宪章。这是宪法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宪法的根本原则，规定着国王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等，大宪章已成为英国重要的历史文件。

第三是成文法。它是议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的立法，以及在母法下的附属法。成文法中宪法性的法律最重要，它涉及国家立法机构的构成和立法权力、中央政府的构成和作用、法院的等级和地位、个人自由及权利的限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民及侨民的法律地位、某些国家机构的地位（如武装力量和教会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英国与其殖民地及英联邦的关系等。

第四是判例法。法院，尤其是高等法院的一些判决和解释很重要，它对下级法院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第五是习惯法。它是一种所有规则和重要原则的集合，建立在社会的一些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并得到法院的承认。这些规则包括很多政府和法律制度上的重要特点，如国王的特权，包括对大臣的任命、签订条约、赦免权、宣布战争状态以及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等；还包括一些司法上的决定。很多宪法性的法律是由法院（一般在上诉法院）在特殊案例上的判决所形成的。

第六是权威性著作对宪法的阐释和描述也是一种来源。有些著作由于宪法学者的身份以及著作本身具有一定的重要价值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在没有成文法或其他成文来源的情况下，作者的声明常被作为司法裁决的法律证据而被引用。倘若不与正常的理由相违背，一般都会被接受。

此外，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所体现的公民意志，也越来越成为英国宪法构建的重要来源。如1910～1911年要求改革上院的公民投票，1975年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共体内的投票，以及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举行的有关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分权与伦敦直选市长的公民投票所产生的结果，都具有宪法的效力和性质。


宪法的特点与内涵
 英国宪法与欧洲大陆诸国的成文宪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成文与不成文的结合，是英国宪法的一大特点。因此，英国没有汇编成一部完整的法典，其中成文部分也是若干世纪历史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这些都充分反映出英国宪法内容庞杂、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的特色。

很长时间英国都没有制定一项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法案，直到1998年11月英国才颁布了这样一项立法，即《人权法案》（2000年10月生效）。此前，英国公民是通过法律规则来享受他们的各种权利的。这些规则包含在议会的各种立法、司法裁决和习惯法之中。无论是公民、政府官员、国王都得服从法律规则。这一点跟其他西方国家早就有明文规定不一样。

英国的宪法性法律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由同一机构——议会经同一程序决定，以适应随时变化的形势的需要。宪法甚至还隐含着在其没有作任何修正之前，或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允许政府就某些行为作某种适当的变通，久而久之便形成常规。

英国宪法的特色，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它所反映的宪政精神和内涵上。英国宪政内涵的首要原则是“王权有限”精神。这一原则缘起于中世纪的《大宪章》所体现的“王权有限”思想与实践，以后逐渐与三级会议和人民主权等思想与实践相结合，最后形成了指导英国近现代立宪政治所体现的宪政精神。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从法律上看，英王独揽国家大权；但法律又规定，英王须根据大臣的建议执行职务，因此英王并无实权，王权属礼仪性质。

英国从“主权在民”理论推导出“议会至尊”（或称“议会主权”）的原则，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一种宪政精神。英国议会由三部分组成，即女王、上议院和下议院。议会至尊表现在：在法律上，议会可以制定、修改和废除一般的法律。就宪法而言，议会同样有权制定、修改乃至废除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无须特别程序。议会可以授权也可以收回权力。在行政上，议会下院是行政权力的最高来源。在财政上，议会下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可以干预议会下院的程序。

英国的宪政体系是以议会内阁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英国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中实行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并相互制衡的制度。但因各国的情况不同其运作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三权分立的原则通常是说，国家机构同样一批官员不得同时成为三个权力机构中一个以上的组成部分；国家的一个权力机构不应控制或干预其他权力机构的工作；一个权力机构不能行使另一个权力机构的职能。在英国，虽然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关分别设置，但三者实际上并不分立。

英国行政与立法的联系极为密切，两种权力几乎完全融合在一起：首先是个人的多重作用和责任，政府大臣全部由立法机构成员担任。其次是行政行使立法的作用，最实质性的领域是授权立法。再次是政府已有效地控制议会，实质上是行政立法，下院只不过是批准立法。

在司法与立法关系方面，根据规定：全日制法官不得参加竞选议员；作为司法界首领的大法官可以参加议会的立法事务，在议会辩论中他的发言只限于法律的改革和惩罚政策；法院无权审查立法的有效性，但法院裁决的影响却可由立法机构（下院）来改变；议会的每一院都有各自的特权并惩罚违反这些特权的人。

在行政与司法关系方面：法官都由大法官和首相推荐，女王任命；地方治安官由大法官推荐和女王任命，但接受由政党占支配地位的地方议会的建议。司法机构的成员，有的参与了立法，或参与了行政，或两者都参与了。政府有时利用法官来服务于政府政治目的之调查，以取得一个公正的说法，从而有悖于法官不参加政治斗争和免于国会批评的宪法常规。还有许多争端并不交给法院或行政法庭审理，而是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或大臣去解决。

总之，在三个权力机关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内阁显然居于核心地位。尤其在二战后，内阁权力不断扩大，英国的“议会主权”事实上已让位于“内阁主权”。


修宪程序
 英国宪法修改的程序跟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宪法性法律的草拟、制定、修改、通过乃至废除，均无特别宪法条文的规定，同普通法律的草拟、制定、修改、通过及废除的程序完全一样，均由政府提出议案，经议会下院通过，再经上院通过，最后交女王签字即可。

三 国家元首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按宪法规定，国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法院的首领，联合王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英国国教的世俗领袖和英联邦的元首。


国王的职权
 当今的英国君主是1952年登基的伊丽莎白二世，其全称为“蒙上帝的恩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她的其他领土和领地的女王、英联邦的元首、基督教的保护者伊丽莎白二世”。当今的英国国王，从法律上讲仍具有至尊的地位和权力。但在政治实践中，他或她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大多由议会或内阁所控制，国王只是照章办事而已。英国君主早已“临朝而不理政”，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是由政府和议会行使的。国王的职权主要有：

（1）国家元首。作为“一切权力的来源”，国王有君临议会和组织或解散政府、任免官员、统帅军队、领导教会、授予荣誉等权力；对外有代表国家宣战与媾和、承认国家和政府、任免驻外使节、签订条约、兼并或割让领土等权力。不过，国王的这一系列权力只有在议会或内阁及其大臣的联合行为下才能行使。

（2）立法权。从法律上讲，一切立法权的行使和议会两院的运作都是在国王的意愿下进行的。议会开幕和闭会由国王宣布；在议会开幕式上照例由国王宣读“我的政府”的政策纲领声明；议会两院通过的法案由国王签署才能生效。另外，国王还有制定有法律效力并且对全社会有约束力的命令的权力。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应政府的要求或议会的委托而进行的。

（3）行政权。在英国，政府被称为“女王陛下的政府”。“国王是中央政府行政部门的首长，并在法律的执行需要任何中央公务机关参与的时候，执行法律”。政府的任何权力行为都是以国王的名义实施的，但实际的行政权完全操在政府及其官员手中。

（4）司法权。国王有权大赦、减轻犯人的刑罚甚至停止刑事追诉；有权允许殖民地的诉讼当事人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

（5）其他权力。除上述权力外，国王还有权召开枢密院会议，听取首相、大臣和其他官员的汇报，阅读公文，签署政府文件，内阁的决议应禀呈国王并得到国王的认可，以及从事其他一系列公务活动的权力。另外，英王还有一些个人特权：除有法律明文规定外，法律一般不使用于国王本人，国王不能被起诉等。


国王的功能与作用
 英国之所以保留国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主要是国王至今仍具有下列无可替代的政治功能：

（1）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作为国家元首，国王虽无实权，却处于全国的最高地位。一切重要的大典均由他来主持，外国元首由他在白金汉宫招待。加之王室成员在白金汉宫的日常生活起居情况对外一概保密，更增加了其神秘性，从而加强了国王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一种非人格化的角色，使他成为人们仰望和团结的中心。

（2）国家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体现与保证。英国国王虽然已从实位国家元首转变为虚位元首，实权不大，但其王位世袭的制度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得到了代代相传的连续性体现。另外，在现代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政府下，政府和执政党可以不断更换，但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永远是国王。这样，英国政治制度就有了一种稳定存在和发展的外在保证。

（3）协调党派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在实行政党政治的英国，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起伏变化是很大的。这种斗争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和缓的，而有时却是实质性的、激烈的，甚至双方因争执不下而互不相让。这显然不利于政治机制的有效运作，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此时，国王作为一个超阶级、阶层和党派的“中立人”，可以出面调解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从而在“国家利益”的形式下使矛盾得到缓解。

（4）英联邦联系的纽带。英国国王作为英联邦的元首，在维系英联邦团结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联邦，在二战后英帝国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中成为维系英国同前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联系的一种有效渠道和形式。截至2008年5月，英联邦有53个成员国。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联邦的元首，同时兼任16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女王和王室成员经常对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出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参加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庆典活动。英王已成为英联邦联系的一根重要纽带。

四 政府首脑

英国政府首脑为内阁首相。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演变，议会下院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政府。在政府中，首相又逐渐成为独揽大权的中心人物。


首相与内阁
 首相按惯例由英王任命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作为政府首脑，在组阁中对内阁大臣及全套政府班子（内阁系其领导核心）的挑选是完全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事先需要与其高级同僚进行磋商。在组阁时必须考虑保持党内各派的平衡，不能搞清一色。在执政期间，首相随时可以改组内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为改变政府形象，或吸收新鲜血液，更重要的是把屡屡向首相发难的“叛逆者”清除出阁。首相的这种“屠夫”作用既是他的重要权力之一，也是对首相能力的要求。大臣的辞职实际成为首相改组内阁的一种体面形式，即“光荣退休”，但不一定会影响他今后的政治生涯。首相主持内阁会议，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也可由一位高级大臣代替。内阁会议的决策往往以首相最后的总结为准，谁都不能向这种权威挑战。尽量不搞投票表决的决策方式，几乎成了二战以后英国内阁会议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首相的权力及其发展
 英国首相的权力和作用并没有任何法律或正式文件予以规定，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并得到议会的默认和内阁同僚的尊重。他的权力有：（1）政府首脑，作为内阁主席，率领政府全体官员向议会负责，决定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审查议案，并监督各行政部门的工作；（2）控制内阁的议事日程，主持内阁会议；（3）掌握重大的人事权，并有权增设或合并政府部门；（4）改组内阁；（5）解散议会，提前大选；（6）控制国家预算；（7）宣布紧急状态等。

二战以后，首相的权力不断有所增加，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控制内阁委员会，设置内阁秘书处，聘请或任命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作首相和政府部门的顾问，建立智囊团直接为首相服务等。撒切尔政府任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如：降低内阁的集体权力和作用，加强首相对中央各部门的控制，削弱部门的自主权；控制地方政府，削弱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其自治权；削减教育方面的自主权；加强对议员的控制；对高级文官的任命趋于政治化；改革工会，削弱其权力和作用等。

首相的权力虽大，但仍受很多因素的牵制和约束。如：受内阁的压力，他虽领导内阁，但不能完全控制内阁。他也要受议会和议会党团的牵制。在决策方面，他会受到种种限制，如消息的来源和渠道，技术性和科学性，压力集团和社会舆论等。此外，首相本人的知识水平、政治素质、领导艺术，以及国家的资源条件等，都是限制性因素。总之，权力与监督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充分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特点。

第二节 议会制度

一 议会发展简史

英国的两院制议会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代议制机构，被誉为世界“议会之母”，对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英国议会的发展和权力的转移沿革并不是按事先设想的计划进行的，而是一种简单、自然的演变过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英国议会的发展基本上反映出两个特点：一是一切变革只限于对国王权力的限制和上下两院权力的消长，以及议会内部机制的调整，并没有对任何一方予以替代或取消，基本上维持了其历史延续性。二是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下院是一根主线，它从无到有，从无权到有权，从小有权力发展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又逐步失去权力，以致成为取得下院多数席位政党的“驯服工具”。

英国议会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重要阶段：中世纪时期、都铎王朝时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以及汉诺威王朝时期。

英国议会的缘起至少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诺曼王朝时期的大议会是议会上院的前身，由贵族和教会人士组成。13世纪时，国王又先后从郡和自治市召集骑士和自由民开会，这常被看做是议会下院的起源。爱德华一世时，他召集了首次有贵族、牧师、骑士、自由民参加的大议会；但在对税收问题进行表决时，又把贵族、牧师合在一起，即成上院，而骑士和自由民组成为下院，由此发展起了议会的两院制。

下院的组成、发展和权力的不断壮大，是同国王对税收的迫切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战争频繁，开支浩大，国王不得不扩大税收范围，向各郡的自由民征收额外税收，由此促成了自由民产生代表的原则。这样，下院不仅加强了它的地位，同时也不断增加了权力。它在财政上拥有一定的拨款权；在税收上具有对国王要求的否决权；有权审计政府的账目；有权任命政府大臣并可废黜国王等。

上院的贵族在玫瑰战争中力量耗尽崩溃后，只有国王才能任命政府。亨利八世时把下院作为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伊丽莎白一世与下院关系比较和谐，但权力仍控制在她手里。在这一时期下院程序的轮廓已粗定下来，并在16世纪中期在威斯敏斯特宫取得了永久性的立足点。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詹姆斯一世坚持王权天赐神授，结果被下院废黜。查理一世时，一场内战的失败使他被判处死刑。克伦威尔取消王权和上院，宣布英格兰为“共和国”，立法机构改为一院。他死后，英国又恢复了君主制。詹姆斯二世与议会发生争执所导致的1688年“光荣革命”，最终结束了国王与议会对国家权力的争夺。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的最高权力，规定了王权的继承办法，同时还公布了不许侵犯个人自由的条款。这一法律的颁布标志着英国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汉诺威王朝（18世纪）以来，议会重要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议会任期从3年增至7年，并从1771年起下院被允许对政府的报告进行辩论。国王实际权力下降，到18世纪中期大权旁落到大臣和议会手里，内阁制度逐步形成并不断取得发展。下院逐步民主化，其地位超过上院；随着政党制度的出现并逐渐成熟，议会中的少数派不再是国王的敌人，而成为“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派”。


上院权力向下院转移
 1688年“光荣革命”后，国王退出了对国家权力的争夺，权力的转移主要在议会内部展开，也就是从上院逐渐向下院过渡。18世纪和19世纪，下院较上院有着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上院主要代表贵族和地主的利益，下院则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及部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要求。而利益上的冲突必然要反映到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上来，采取的方法便是由武力争夺演变为在议会中以逐步积累方式实现和平过渡，其具体表现如下。

14世纪末，下院利用它拥有审批税收的权力，并能拨款给国王的独特功能，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1671年，下院的一项决议否定了上院修改税收计划的权力。1678年下院在财政拨款上拥有的唯一权力又一次被强调。此外，在立法上，下院已与上院享有同等权力。

18世纪，由于两院的根本利益一致，包括政治和经济利益，使两院大体上能和谐相处。尤其是两院的领导人，以及包括首相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均由上院的贵族担任，同时下院的构成也由上院控制。

1832年的议会改革动摇了上院的权力基础：首先，扩大了公民权；其次，取消上院提名下院成员的权力，上院失去了对下院构成的有效控制；最后，调整了下院的席位布局，撤销了56个腐败的自治市选派议员的权利，从而加强了中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两院权力消长的过程中，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的通过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院由于一再否决下院的立法提案，引起下院越来越强烈的不满。1909年，上院否决了下院的《人民预算案》，导致两院间的激烈斗争，经过长达两年的较量，终于在1911年通过了限制上院权力的一项至关重要的立法，史称“1911年议会法”。它明确规定，下院拥有财政立法权，上院不得否决，只能延搁1个月，逾期可呈送国王批准；在其他公议案上，上院可延搁两年；下院任期从7年减为5年。上院的权威由于财政权的被剥夺而大大削弱了。1949年的议会法对1911年的议会法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规定财政议案只能由下院提出，上院不得对其进行修改和否定。此外该项法案还将上院对下院通过的公议案的延搁时间由2年减为1年。由此，下院已牢牢控制了财政立法权，并确立了它高于上院的权力。上院除继续执行英国最高法院的职能和具有推迟法案至多1年的权力外，基本上已不再行使那些名义上仍存在的立法权。

随着权力重心从上院转向下院，政府主要官员也越来越多地改由下院成员担任。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上院通过任意授予官职、行贿和控制选举等手段，对下院发挥着很大影响。在1832年第一个议会改革法之前的半个世纪内，内阁成员主要从上院中任命。在1867年第二个议会改革法实施之后，便确立了大臣必须由两院成员担任的常规，首相必须在下院服务。20世纪初，内阁成员中还有一半是上院贵族。1911年之后贵族已很少担任阁员，及至二战后，他们在政府中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由于一系列改革法的颁布和实施，上院的权力已受到严重削弱，不过还能起一些辅助性的作用，用以弥补下院和政府工作中的疏漏和不足，使立法和政策更趋完善。


下院权力向政府转移
 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行政与立法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由于种种原因，下院的权力又逐步向政府和内阁转移，从昔日由议会选择政府、控制政府，慢慢发展到基本上由政府控制议会。今天，议会与政府之间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已明显地倾向于后者，议会不再是决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下院权力向政府转移具体表现在下述方面：

政府控制决策权。由于立法量的增加及其复杂化，议员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减少，立法工作便逐步为政府所控制，特别是对财政立法的控制。自1911年议会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议会（下院）在财政立法上独一无二的权力以后，财政立法逐渐向政府财政部和首相转移，下院已只能发挥最低限度的检查作用。

政府控制议会。在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议会拥有搞垮政府的权力。19世纪末，政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议会中分歧的90%以上已成为政党间的分歧。因此各政党都加强了内部的纪律，政府通过执政党议会党团实际上控制了议会。政府重要的外交文件也不像过去那样对议会公开，到19世纪末，这种信息的公开已所剩无几，1918年之后便完全终止。

政府控制下院的议事时间表。按惯例，政府控制下院50%以上的会议时间，其余留作处理私议案。政府在控制下院的议事时间表中享有两项特权：如有必要，在议会辩论中可强加一个时间表；在通过议案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运用截止审议的手段。

由于没有成文宪法的约束，若干世纪以来，议会的作用不断地演变。但归纳起来，当今议会仍发挥着以下一些作用，如为政府提供大臣的人选；为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提供一个持久的论坛，使政府及其议案合法化；以及调查和影响政府的议案和行动等。

二 议会结构

议会是英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由三部分组成，即国王、上院和下院。一项议案只有在得到三方同意之后，方可成为法律。议会可以为整个英国立法，也可以为英国的任何一部分立法，还可以为英国的殖民地立法。由于没有成文宪法的限制，议会既可以根据它的意愿立法，也可以修改或废除已颁布的任何法律，可以改变已确立的常规或将其改变成法律，甚至可以延长其有效期而无需与选民协商。议案一旦获得通过，任何法院都不能怀疑它的合法性。此外，英国作为欧盟的成员，也承认欧盟的各种立法与政策。


上议院
 也称贵族院，由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组成。宗教贵族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约克大主教以及英格兰教会最重要的24个教区的主教。世俗贵族则含世袭贵族、终身贵族、王室贵族和负责上诉审的司法贵族。在上院世袭贵族的表决权未被剥夺以前，上议院共有议员1000人左右。1999年1月，布莱尔政府发表了关于上院改革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改革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废除上院现存的贵族世袭制。同时，英国王室在上院中的代表席位也将随之取消。第二阶段是上院的重组。上院议员的组成应反映英国的政治现实，要具有广泛的地区和界别的代表性。1999年10月26日上院改革法案在上院获得通过，占上院议员总数近2/3的世袭议员丧失了在上院的参政权和投票权。有关上院重组的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下议院
 按各选区简单多数代表制，由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2005年5月大选时全国共划分为646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一名议员。选举结果为：工党356席、保守党198席、自由民主党62席，其他小党派合计共得30席。

从法律上讲，国王是议会立法活动的领导者，议会的一切立法活动都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但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王的立法权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权（议会通过的议案须经国王签署，并以其政府的名义发布才能正式成为法律）。在上、下两院的活动中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是议长。上院议长是内阁成员，由首相提名，国王任命，一般由大法官兼任。下院议长按惯例由下院多数党推举，经全体议员选举产生，须经国王批准。下院议长一经当选，可连选连任，不受执政党更换的影响，但必须放弃原有的党派关系，以示政治中立。下院议长一般不参加议会的辩论和投票，但在特殊情况下（赞成与反对票相等时），具有投决定性一票的权力。

议会的日常活动主要依托委员会进行。英国议会两院设有的委员会主要分为下述类型：


常设委员会
 下院的常设委员会成员由各党派按比例和议员资历选举产生，主席由议长任命。上院的常设委员会只是在会期之始设立。常设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讨论公议案。除财政议案之外的公议案在“一读”后，即交由常设委员会逐条、逐段、逐句加以讨论修改。


特别委员会
 为研究特定的专项问题而设立，并处理临时性的咨询事项。与常设委员会不同，特委会很少审查议案，其主要任务是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特委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议员出任。特委会在调查行政活动和政府政策时，可直接向大臣、高级文官以及有关的机构与个人调查，还可以举行听证会和发表报告。


全院委员会
 由下院全体议员组成，讨论财政议案和处于委员会审议阶段的宪法性议案，但开会的程序较议会全体会议简单。会议由兼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副议长或该委员会2名副主席兼副议长中的1位主持。


联合委员会
 应由两院共同商议或应任何一院的要求而设立，主要处理没有争论的两院共同关心的问题。联合委员会主席由上院议员担任，会议按上院程序进行。

议会的运作，包括议会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在议会党团的支配下进行的。同一政党的议员在议会内组成自己的集团，即议会党团。议会党团组成后即选出党团领袖。执政党团的领袖是首相的当然候选人；反对党的领袖则为“影子内阁”的“首相”。此外，各党团还设总督导1人，督导员若干人。他们是党团领袖与本党普通议员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领袖和党团集体意志的执行人。

英国议会设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下院会议厅面积很小，仅能容纳议员的2/3。厅内左边为反对党议员的座位，右边为执政党议员的座位。政府成员和反对党“影子内阁”成员分别坐在前排，称“前座议员”；一般议员坐在后排，称“后座议员”。

三 议会的职权与运作


下院的职权
 根据英国宪法，英国议会拥有立法、决定征税、批准预算、监督政府和决定王位继承等权力。这些权力主要由下院行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权。可以通过、修改或废除任何法律，包括宪法性法律。对议会的立法，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审查或宣布无效。此外，议会还可以授权大臣和地方政府制定各自有关的法规、法令和规则等，称为授权立法。议会设有一定的程序，用以防止和监督滥用授权立法；同时法院对授权立法范围的控制也十分严格。（2）财政权。议会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各种手段，包括批准公共开支和税收方案，同时对政府的各种财政开支和公共账目也要进行严格的审查。（3）行政监督权。英国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对议会负集体责任。当内阁的重要政策得不到下院支持或下院通过不信任案时，内阁必须总辞职或由首相提请国王解散下院重新举行大选。同时下院还可以采取质询，对政府的政策和工作进行辩论和调查，以及通过批准条约（重要的国际条约和协议在议会批准之前，必须让议员知道；但经政府建议运用王室特权制定的某些条约则无须议会通过）等方式，对政府实行监督。


上院的职权
 （1）搁置否决权。上院审议下院呈递的议案时，若不同意则只能将议案拖延1年生效；对于下院通过的财政法案只能拖延1个月。（2）司法权是上院的重要职权。上院是英国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受理除苏格兰刑事案件以外的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也审理贵族的案件和下院提出的弹劾案。但该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少数几个负责上诉审的司法贵族和大法官。


议会任期
 议会的最长任期为5年，但通常在未到届满之时就会举行大选。允许议会在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下延长任期，如两次世界大战时，议会可在首相的建议下由国王命令予以解散。议会的任期可划分为几个会期，通常每一个会期为1年，从每年的10月或11月开始到下一年的10月或11月结束。在每一个会期中，议会下院开会的天数约168天，上院约为150天。在会期开始时，由国王在议会发表演说，概述政府的政策和拟议中的立法计划。在议会休会期间，议会的一切工作全部停止。


立法程序
 （1）提出议案。议案分公议案、私议案和混合议案。凡涉及全国并与政府政策有关的议案，称公议案。凡涉及地方当局、某些团体、集团或某些个人的权力或利益的议案，称私议案。兼有公私两种议案特点的议案，就是混合议案。（2）通过议案。任何议案都必须经下院和上院各自的三读程序通过，然后交国王批准才能生效。所谓“三读”，即提议者宣读议案名称或要点后交有关委员会审查，为“一读”；“二读”是审议的最重要阶段，这时全院委员会就委员会审查后的议案的一般内容和原则进行辩论，然后交有关委员会研究和修正，之后由全院委员会再次辩论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进入“三读”，此时除非有6名以上议员要求辩论，下院一般不再辩论即表决通过。下院三读通过后，一般将议案交上院，上院也经类似的三读程序通过或拖延搁置。按规定，上院二次拖延的议案，经下院连续二次通过后即可交国王批准生效。（3）公布议案。议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后，呈送国王批准，由国王发给特许证书，交两院议长宣布，有时由王室委员会宣布。国王对议案虽有否决权，但200多年来从未行使过。


议员的选举、待遇和权利
 议员系在大选中由本人所在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一般任期5年。议会解散，议员便自动解职。在个别议员死亡、辞职或晋封为贵族后留下的空缺，便在该议员所在选区举行补缺选举。经选举产生的议员既代表本选区选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其所属的政党，在选区利益与政党政策发生矛盾时，议员一般站在本党的立场上，但也可以持否定态度。在议会中，执政党的议员数超过反对党议员数，有时占绝对多数。议员除参加议会中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外，还参加对议案的审议、辩论和通过，以及对首相、大臣进行质询等。议员享有在议会中的言论自由、在民事活动中免遭逮捕、免于参加陪审团和免于在法院中出庭作证等权利。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政府

一 英国政府机构

英国实行以立宪君主为国家元首的议会内阁制的行政组织体系。行政机构含政府、内阁及其直属机构、政府各部、枢密院和地方行政机构。

在英国，政府与内阁是两个概念。政府是首相领导下全体大臣的总称，包括内阁及非内阁主管大臣、国务大臣、各部政务次官、执政党的督导员以及王室官员，共100多人。这些人通称为“国务员”。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核心领导机构，其首脑是首相。


中央政府
 包括：（1）首相。首相按传统兼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和文官事务长官，同时负责向国王通报政府的一般活动，主持内阁及大臣们的职责分工等。（2）阁员大臣。他们通常除负责某一具体部门的工作外，还参与内阁讨论决定整个国家的方针政策。（3）非阁员大臣。他们一般只负责掌管一个部门的行政事务，不参加内阁会议。他们有时受首相的委托完成某项特殊职责。（4）大法官和检察长。大法官既是拥有政府职能的大臣，又是司法系统的领导。检察长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检察总长、副检察长，苏格兰的检察总长、副检察长。（5）国务大臣。国务大臣一般是在任务繁重或主管大臣需要经常到国外活动的政府部门中设立。其地位介于主管大臣和政务次官之间。有的国务大臣还是内阁成员。（6）次级大臣，或称政务次官。他们多是在本部门大臣的指导下负责本部门一个方面的工作。


内阁及其直属机构
 内阁是政府的领导核心，是行政决策机构。其职责是：制定政府或各部的政策并提交议会讨论，在议会通过后负责政策的执行和监督；协调和确定政府各部的职权范围；依法行使“非常权力”；安排国王的政务活动；推动立法等。内阁由下院选举获胜的执政党领袖负责组织，成员无法定人数，一般20人左右。2001年大选后第二届布莱尔政府内阁的组成人员包括：首相，副首相，财政大臣，议会下院领袖，大法官，外交大臣，内政大臣，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大臣，国际开发事务大臣，社会保障大臣，运输和地方政府大臣，卫生大臣，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尔士事务大臣，国防大臣，财政部第一副大臣，苏格兰事务大臣，上院领袖，贸易和工业大臣，教育与就业大臣，文化、新闻和体育大臣，督导长，不管大臣。内阁主要以会议方式工作，凡重大问题都由内阁会议决定。会议由首相召集，一般每周1～2次。会议内容保密，不做记录，也不进行表决，最后由首相把会上的观点加以归纳即成决定。内阁成员对政府政策和行动负连带责任。不论阁员是否存在意见分歧，对外必须保持一致。为减轻内阁工作压力、有效地完成政府的各项使命，特设立内阁委员会负责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由于历届政府对内阁委员会的设立情况保密，很难窥其全貌。根据已公开的资料分析，它们可归为三类：重要问题的常设委员会，一般问题的常设委员会，以及临时性或特别设立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成员的选择、主席的任命等均由首相决定。每个委员会只对内阁负责，不对议会负责。它的工作有：参与决策并草拟议案，进行深入细致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调研工作，研究和制定长期规划。此外，它还具有协调、促进和监督各部门工作的作用。除内阁委员会外，内阁办公厅为内阁直属机构，下设内阁秘书处、中央统计局、管理与人事局和史料组。内阁秘书处为履行内阁职责的特定大臣提供服务，同时也是协调高层次政策的工具。管理与人事局负责文官的组织与管理，以及文官的录用、培训、重要的任命等。


政府各部
 它们是中央行政组织体系的主要部分，是实施内阁和首相某一领域政策的职能机构。政府各部的设置要由法律规定，但部的数目没有法定限制，由历届政府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部一级的单位大体保持在17～21个左右。政府部的设置基本上分三类：第一种是职能类，如：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贸易与工业部，能源部，农业、渔业与粮食部，教育与就业部等。第二种是地区类，如：威尔士事务部、苏格兰事务部、北爱尔兰事务部。第三种是属中央核心部门，如：财政部、内阁办公厅和首相办公室。由于各部的职能不同，各部的规模大小也不同，各部的组织差别很大，但各部之间的组织模式却大同小异。各部均按职能性质划分为若干司，司以下设处，处以下设科。较大的部由于司的数目多，而把若干司合组成为一个组。一般各部都设有为部长提供咨询的常设机构。还有一些行政机构名义上隶属于部，但享有独立权力，有关部长就其活动负政治责任。


枢密院
 它是英国国王的私人顾问机关，也是代表王权的最高行政机关。它由御前会议与谘议会演变而来。中世纪时，枢密院成为协助国王处理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务的中央政府机构。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枢密院遂失去实际权力。18世纪初，原枢密院外交委员会发展为内阁。从此，枢密院名义上仍为英国最高政府机构，实际上大部分权力由内阁行使。其主要任务变成为主持王室典礼和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处理某些上诉案件，以枢密院令的形式宣布议会的召开、休会和解散，对外宣战或媾和，以及发布内阁制定的部分政府命令等。枢密院成员包括全体入阁大臣、大主教2人、全权大使、下院议长、大法官以及英国和英联邦的著名人士等，总计达300多人。他们均由首相提名，国王任命，任期终身。院内设有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其中司法委员会最为重要，负责审理教会法院以及英联邦某些成员国和联合王国海外属地司法机关的上诉案件。

二 英国政府的职权及特点


内阁职权
 内阁的权力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随着政府权力的发展和转移，内阁的权力也日趋膨胀和扩大。内阁职权主要根据惯例行使，范围十分广泛，一切重要的内外政策均由它制定和执行，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受它直接指挥和控制，议会和国王实际上也受它的操纵和支配。其主要权力有：（1）决定国内外的许多重要政策，如内政、外交、防务、社会，尤其是经济政策、政府预算等。（2）立法作用。管理国家的种种法律，尤其是宪法性法律，都由内阁起草，或在内阁的监督下起草。（3）协调和促进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部门的增加，内阁往往承担起政府各部门和内阁委员会之间的协调或解决分歧的工作。（4）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监督，尤其是对财政的监督权。（5）领导执政党。内阁不仅是政府的核心，同时也是政党的重要领导，对执政党行使领导权。（6）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内阁有权采取紧急行动。


英国政府体制的特点
 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具有以下特点：

（1）以君主的名义、内阁掌实权的方式进行统治。君主立宪制决定国王在法律上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实际上依照宪法惯例由内阁负责行使王权。内阁是政府的领导核心，制定一切重大政策，指挥和控制整个行政机构。

（2）在英国虽然分别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但三者实际上并不分立。内阁虽居于中心地位，但也受到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不致使其权力过于集中。议会通过质询、辩论、批准立法、倒阁等对内阁实行监督。

（3）内阁集体负责制与大臣个人负责制相结合。前者已被纳入不成文宪法的常规之中，它意味着内阁成员必须做出妥协，决定一项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政策。这一原则既约束大臣，也约束首相。内阁要为它的各种政策和行动承担集体责任，倘若不能接受这种约束就必须辞职。大臣个人负责制反映在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两方面。一方面，大臣协助政府制定政策、草拟议案；另一方面，主管大臣对本部门的一切工作和活动承担不可推诿的责任，既向首相负责，也向议会负责，如出现严重失误，除承担政治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4）严格的行政程序。法定权力是行政机关权力最主要的来源。议会可以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任何权力。但法律在授权时，规定了权力行使的范围、条件、目的和程序等几个方面。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其行为无效。另外，建立和健全一系列行政制度，其中包括：司法审查，行政监督，行政监察专员制度，行政损害赔偿、申诉、上诉程序，普通法院管辖行政诉讼等。

（5）相对独立的民族区域性行政系统。根据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3个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英国政府单独设置了苏格兰事务部、威尔士事务部和北爱尔兰事务部，并在上述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分权和民族区域自治。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设有比较完备的行政系统。如苏格兰有自己的农业与渔业部、发展部、工业部、教育部、家庭与健康部等十几个部门。北爱尔兰设有农业部、经济发展部、教育部、环境部、财政与人事部、健康与社会服务部等。中央政府各部的管辖深受民族区域性因素的影响。如社会保障部只负责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相关事务，而不涉及北爱尔兰。再如环境部的工作对象，则主要涉及英格兰。

（6）庞大的非政府行政机构。在英国政府活动中，许多组织并不属于政府部门。它们在法律范围内或在有关政府大臣的指导下从事某些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类机构大体上可分为执行机构、咨询机构和仲裁机构。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非政府公共机构约在1000家以上。

（7）重视对政策和资源等的协调。这种协调反映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国内外的协调。

三 地方政府

英国地方政府一般分为郡和区两个层次。地方行政机构实质上是地方议会所设的各种委员会。


地方议会
 地方议会同全国议会不一样。在全国议会中，执政党拥有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席位，占微弱多数的情况较少，且不能持久。地方议会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基本上有以下几种情况：（1）某一政党占垄断地位，即长期占有80%以上的席位；（2）某一政党占统治地位，即经常占60%的席位；（3）两党竞争，主要政党所占席位不超过60%，另一政党有力量与它竞争并有可能取胜，造成权力易手；（4）多党相持，两个主要政党所占席位均未超过半数，而第三党或其他政党只占不到10%的席位，权力常在各政党之间易手，或组成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多党互相敌视，不能合作，便称作“悬挂”的（意即悬而不决）地方议会；（5）由独立派掌权，占60%以上的席位，政党只占很少席位。

地方议会由地方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法律对地方议员候选人有明确规定。但同全国大选不一样，地方议员的候选人无需交纳个人保证金。按规定，郡议会每四年重新选举全部地方议员。在没有郡级选举的年份，采取每年选举1/3的地方议员，又称“三分之一选举制度”。地方选举通常在5月第一个星期四举行，秘密选举，一人一票，但投票率较低，一般仅在40%左右。


地方政府的作用与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的地方政府是向人民提供各种服务的机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加，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和人民新的要求。按1966年的《雷德克利夫-莫德报告》，地方政府的作用大约有60多种。依其性质来分，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即保护、便利和福利。保护方面涉及警察、消防、民防，以及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对生态环境的控制、规划与保护。便利方面则包括筑路、架桥、建造港口、发展公共交通和建造停车场等。福利方面的覆盖面更广，如“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服务，地方教育，环境服务，自来水、住房和娱乐设施等。总的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地方政府的作用强调保护和便利两方面。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更着重于福利及其效益。

英国地方政府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充分利用地方议会各委员会。地方议会的规模较大，且一年只召开几次全体会议，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对每一个部门的工作进行决策、检查和监督。作为地方的最终决策机构，它只能处理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大量工作都委托或授权各委员会去做。地方议会各委员会在活动中遵循以下原则：（1）地方议会可以授权予委员会，也可收回授权，没有授权办理的事情，地方议会不接受委员会的建议或报告。（2）委员会的工作受地方议会的监督和控制。（3）政党政治的影响对委员会虽不如在全国议会委员会那么强烈，但仍有一定反映。（4）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其主席居主导地位，他不仅主持并把握会议的辩论，而且与地方政府中各部门的领导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委员会开会之前，主席一般总要与他们先行磋商，尤其是每当需要很快决策或很难做出决定时，主席都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并由他向地方议会全体会议解释委员会的决定或建议。（5）地方议会虽不受《官方保密法》的约束，但在它授权之前，禁止公开地方议会或委员会要做的事情。

其次，实施高度透明的地方管理。地方政府机制有效与否同其民主程度直接有关。而选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决定地方管理事务，基本上反映了其民主的水平。英国地方政府制度正是以其广泛的代表性，选民广泛的参与管理，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压力集团的密切联系，来保持和促进其民主性并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第三，廉政与查弊。法律规定：凡有贪污、腐败及其他不法行为者不得在地方政府中供职。地方议员要公布他的财产。地方议员的利益与他所代表的社团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立即声明，同时在言论和投票上必须回避，而且必须存档以备地方政府和当地选民检查，如有违反当以犯罪论处。利用地方议员身份谋私利同样是犯罪行为。为有效地减少弊端并能得到及时纠正，1967年英国从北欧国家引进查弊制度，并于1974年正式实施。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由于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总的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益增多。一般说来，在国家经济繁荣时期，双方关系比较和谐、协调；经济不景气时，关系就显得紧张。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在削减政府公共开支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更加明显。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即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行政控制。

立法控制。议会通过立法，决定地方政府的生存，也决定其权力、责任、规模、组成、筹款方式、选区的规模等。其中有的是强制性的，有的则比较灵活。如果地方政府希望谋求一项超出议会法定的或超出议会允许的权力，它必须在议会中提出一项私议案，并得到议会的通过。但要达此目的，不仅手续复杂，而且地方政府所花代价也十分昂贵，关键是中央不愿意让地方拥有过多的权力。

司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或决定要受高级法院命令的约束，通常有三种方式：（1）训令。要求地方政府执行法律所规定的责任。（2）禁令。禁止地方政府在超越法定权力的情况下继续蛮干而不顾自然合法的原则，或不遵守法定的程序。（3）提审令。适用于地方政府完全违反了行政机构的原则而作为司法或半司法机构行事。在这种命令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或决策程序并不是简单的停止，而是必须将其记录或决策送交高级法院接受合法性调查，凡违法的行为或决策均被宣布为无效而取消。此外，凡地方选民的权益受到地方政府的侵犯或伤害，受害者可向地方法院、郡法院，直至最高法院申诉，或向大臣提出呼吁。

行政控制。范围较广，也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授权立法。在很多情况下，大臣授权地方政府颁布法律细则或命令，以充实议会立法的条款；或制定新的条款，以确保地方政府服务的标准。但此细则或命令必须得到大臣的批准方能生效。（2）大臣代执行权。如果地方政府不同意或不愿意执行议会规定的责任，大臣可以任命一个委员会接过地方政府的这一责任，或由大臣亲自承担，但一切费用仍由该地方政府负责。（3）审查、修改或拒绝地方政府的计划。（4）人事控制。（5）财政控制，包括开支控制、中央拨款控制、地方借贷控制和中央对地方财政开支的审计控制等。

四 文官制度

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国家。英国文官制度始建于19世纪中叶。中世纪的英国实行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恩赐官职”制度。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相互妥协而告结束，官员任免的恩赐制得以继续存在。随着英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重要官员的任免逐渐由议会多数党控制，“政党分肥制”得以盛行。但无论是“封建恩赐官职制”还是“政党分肥制”都存在严重缺陷：庸碌无能之辈大批进入官员队伍，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不时大批更换政府工作人员，造成官员队伍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和改革的连续性；容易带来大量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为了克服“恩赐官职”和“政党分肥”所造成的上述缺陷，19世纪中叶，英国开始采用以考试录用、终身任职为核心的常任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的内容
 英国把官员划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确定事务官常任和分类管理的原则，并逐步制定了有关官员的任用、考核、提升、奖惩、培训、工资、福利和退休等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方面。

分类。文官的定义在英国没有一个统一、精确的说法。英国《文官统计资料》的解释是：以公民的身份为王国政府服务、未在政治或司法部门任职的人员；也可包括根据特殊规定担任某些其他职务的人员；以个人身份为王国政府服务、从王室的年俸中支薪的工作人员。按照这一解释，大臣、法官、军人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国民卫生管理部门的雇员显然不包括在文官范畴之内。英国文官主要指在中央政府各部、国家税务系统和财务系统中工作的各类人员。英国的文官分为工业人员与非工业人员两大类。工业人员指在国防部所属军工厂、海军码头、邮政系统工作的人员和在研究部门工作的技术人员等。非工业人员指在行政机关办公的文书、行政、各类专业管理人员和外交领事人员。非工业部门的文官分成10大组别：综合类，科学类，专业技术类，培训类，法律类，秘书类，社会保障类，警察类，资料处理类，调查研究类。其中每一组别又包含若干职系。如综合类由6个职系构成，它们是：行政、经济、情报、统计、文书和通信，其中的行政职系在英国公务人员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中间包括常务次官、次官、单位主管、主要执行官、高级文书官等。这些坐镇伦敦参与中央政府决策的高级文官大约有4000人。

任用。在英国，文官均通过考试后录用。考试的方式通常有公开竞争考试、有限制竞争考试、鉴定考试和特种考试4种类型。各种不同职级的候选人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参加不同类别的考试。报考者除参加笔试外，还辅以不同形式的考查。

考核。英国文官的考核主要是考勤和考绩，以考绩为主，进行年度定期考评。考核结果不公布，但成绩不良者，由机关通知本人，并说明理由。本人如认为不当，可提出申诉，请求更正。考绩包括10项因素：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可靠性、机敏适应性、监督能力、热心程度和行为道德。

奖惩。晋升委员会根据考勤和考绩的总评，确定对文官的奖励或惩罚。奖励有荣誉奖励、物质奖励（奖金等）和晋升奖励。惩罚有警告、申诫、停止或延期晋升、停职或免职等。

晋升。决定文官的升迁以考勤和考绩的结果为依据。晋升事宜由人事主管及其他高级主管组成的晋升委员会决定，但晋升委员会的决定须交部长批准。高级文官的晋升需由内阁会议批准。例行性职位晋升注重资历，负责性职位应选贤任能，对有特殊才能者实行越级晋升。

培训。培训内容分指导培训、实际操作培训和专业培训。指导培训使被培训者对其服务机关的历史、组织、规章、纪律、环境等有较深了解，加强团队意识，提高服务精神。实际操作培训多属技术工作。专业培训是指相关人员到专门职业团体接受某种专业训练。培训方式有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

工资福利。英国文官享有比较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高级文官实行年薪制，低级人员实行周薪制。主要原因是前者比较稳定，后者因流动性较大，故实行周薪制比较灵活、务实。文官除基本工资外，政府还根据实际需要支付各种津贴，如地区津贴、转任津贴、超勤津贴、技能津贴等。英国文官为终身制。为使文官安心工作、忠诚服务，除对其实行加薪晋级的奖励外，还对他们的退休年金作出规定。

监察制度。为了保障文官的权益，对文官进行监督，在全国逐步增设了行政司法机构。行政裁判所是行使行政司法的专门机关。普通法院也行使行政司法权。另外，内阁直属机构内还设有人员控制组（负责人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担任），对中央政府的文官人数实行控制，对各业务机构有关经费开支进行监督。该部门所属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则由财政部直接控制。


英国文官制度的特点
 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相对于封建恩赐官职制和资产阶级政党分肥制，具有加强政治平等和提高行政效率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其主要特点有：（1）具有稳定的传统。文官从进入政府到退休，一直在政府内部工作，流动较少，与外界接触不多。这有助于保持英国政治的稳定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但也易滋长墨守成规的倾向。（2）重视通才教育。文官考试着重大学文化课程的内容，录取人员多来自少数贵族学校。这种情况尽管后来有所改变，但“通才”占优势仍是英国文官队伍的一大特点。“通才”，通常一般什么问题都能处理，这在过去也许是一种长处和优势；但“通才”又无法很内行地处理相关事务。这在科技高度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变得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够的。因此近二三十年来，英国历届政府针对上述缺陷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不过由于改革面临种种困难和阻力，至今收效不大，文官的知识结构没有发生显著改变。（3）强化职业道德。英国文官具有严格的职业道德标准和纪律要求，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政风与法纪。

第四节 司法制度

一 历史沿革

英国司法制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当时由大贵族、高级僧侣等组成的贤人会议就已具有司法机关的职能。诺曼底人征服英国后，开始构建统一的司法制度。由国王的亲信组成的权力极大的御前会议实际上行使高等法院的职能，以其判例作为普通法适用于全国，并在各地分设由国王任命法官的法院来代替原有的地方法院，从此以判例法为渊源的司法制度开始形成。亨利二世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司法改革，建立了隶属于御前会议的中央巡回法院，推行了陪审团制度，对形成统一的司法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大宪章》颁布后，最高司法机关从御前会议中正式独立出来，逐步形成了由棋盘院、王座法院、财产法院和衡平法院等组成的复杂的司法组织系统和使用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封建司法制度。资产阶级革命后，对原有的封建司法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司法组织初步简化，衡平法院不再自成体系，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现代资产阶级司法制度。1971年制定的《法院法》，对法院组织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使英国的司法制度更趋完善。不过，英国的司法制度仍保留了许多封建遗迹，法院体系和诉讼程序十分复杂与烦琐，封建时代的许多判例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英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大法官既是全国首要的司法官员，又是上院议长，而且是内阁成员，一身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3种职能。英国不设最高法院，而由议会上院行使最高上诉级法院的职权。

二 司法组织体系

英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却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机构系统，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一个系统，苏格兰是另一个系统，北爱尔兰则同英格兰和威尔士基本上是一个系统。它们之间互相独立，不仅在法律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司法程序和法院的结构上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不过，它们的律师和法官都可以被任命到特别法院和法庭去工作，在全国都有司法权，也可以派往欧盟的法院任职。


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司法体系
 根据《法院法》，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法院主要分为民事法院与刑事法院两个系统。民事法院系统由郡法院、高等法院（含王座法院分院——包括商事和海事法院、大法官分院和家事分院）、上诉法院（民事庭）和上院4个审级组成。刑事法院系统包括治安法院、皇家刑事法院、上诉法院（刑事庭）和上院。英国实行两级刑事裁判，一为地方法院（治安法院），处理大量较轻的刑事案件；另一为巡回刑事法院（皇家刑事法院派往各地区的巡回审判机构），处理较为严重的刑事案件。民事法院系统事实上也是地方和中央两级裁判体制，即郡法院和高等法院，重大民事案件由高等法院（中央法院）审理。上诉法院是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法院。议会上院不仅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个司法机构，无论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上院都有终审权，所以，它也是终审法院。除民事和刑事法院系统外，英国还设有许多专门法院，来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如审理与军事有关的军事法院，审理少年犯罪的少年法院，审理劳资纠纷的劳资关系法院，以及诸如专利法院、就业上诉法庭、限制贸易活动法院等一系列专门的司法机构。


苏格兰的司法体系
 苏格兰有自己独特的司法体系。其法院组织系统也包括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两套体系。在民事法院中，低级民事法院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郡法院，它的裁决不受任何罚款数额的限制，基本上可以审理所有的案子，并可以向苏格兰的最高民事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民事法院对全苏格兰的民事案件都有裁决权，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外庭，为初审法院；另一个为内庭，主要是上诉法院。民事案件也可以向议会上院上诉。在刑事法院中，小的案件可以在自治市的警察法院和郡治安法院审理，但大多数刑事案件由郡法院审理，重大案件更要有陪审团参加。与民事案件不同，苏格兰的刑事案件不能向英国上院上诉，大法官在苏格兰也没有司法权。苏格兰事务大臣负责苏格兰内部事务的管理。


行政法庭
 它是为审理行政行为过程中出现的诉讼问题而特设的专门法庭，也称行政裁判所。大多数行政法庭是根据议会的立法或成文法的授权建立的，其主要作用是司法方面的，其次是行政方面的。行政法庭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种类型：社会和福利法庭、税收法庭、土地法庭、工业法庭、赔偿法庭、租金与住房法庭、许可证法庭等。实际上，有什么样的政府规章，就存在什么样的行政法庭。

行政法庭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成员构成采用“平衡的法庭”形式，即法庭主席是独立的，其余成员来自两个不同利益的组织或集团，人数对等，这样更有利于达到裁决的公平和公正。

行政法庭享有诸方面的独立性：如大臣不能干预行政法庭的裁决；行政法庭如受任何形式的干预，裁决无效；行政法庭的主席或成员不能由政府官员或服务于政府的人员担任。行政法庭必须置于一定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如行政法庭一定要登记，其裁决必须受法院的审查，必须服从高级法院的控制，同时必须遵守“自然公正”的原则，以及受法庭理事会的监督等。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这是处理英国海外属地（殖民地）案件的法院，也是自治领法院上诉的终审级法院，还是英格兰基督教会法院的上诉法院。实际上，它并不进行审判，也不做出判决，只是向女王推荐。女王接受推荐，就意味着终审判决，不能再上诉。该委员会的成员除英国的法官之外，还包括英国海外属地和自治领的法官。


检察和司法行政机关
 在英国，不存在与法院并行的检察机关。只要未经法律特别禁止，可以就任何刑事犯罪提出起诉。在除苏格兰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数案件实际上是由警察当局决定是否应起诉。还有一些案件的起诉主要是由政府各部或地方当局提出。英国中央政府的检察机关是由内政大臣任命一位出庭律师或诉状律师担任检察官，并在检察总长领导下从事工作。检察长和副检察长除了支持对重要案子的起诉外，还是国王的法律顾问、王室的首席法务官。他们出席有关英王权利案件的审判，有时还参加内阁，有权向议会和内阁提供法律问题的咨询。检察长和副检察长两个职位都由下院议员担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检察总长仅就某些特别困难和敏感的案件起诉。但在苏格兰，所有刑事程序均由苏格兰检察总长负责，并有苏格兰副检察长和若干为国家服务的代理律师协助其工作。警察当局不能做出任何起诉决定，而只是向检察官报告每一个案子，由检察官决定由自己还是交给代理律师提出起诉。总之，苏格兰检察总长制定有关起诉的政策，地方检察官进行诉讼。在苏格兰司法系统中，检察机关扮演的角色远较英国其他地区重要。

长期以来，英国没有单独的司法行政部门。司法职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由大法官和内政大臣行使；在苏格兰则由苏格兰事务大臣行使。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特别是反对恐怖主义斗争的需要，2007年5月英国内政部正式一分为二，改设内政部和司法部两个独立部门。新的内政部专门负责反恐、安全、移民、庇护等英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而司法行政职权则由司法部行使，负责管理监狱、缓刑及审判等事务。

三 审判制度


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分简易程序和庭审程序。大部分民事案件不经庭审而以简易程序裁决。庭审程序十分烦琐复杂，判决大多委托行政机关执行，包括强制返还、扣押动产或不动产、有价证券和其他收入，截留部分工资，以及破产清算等。刑事诉讼分简易程序和起诉程序。简易罪由治安法院以简易程序审决（也可起诉），可诉罪由刑事法院以起诉程序审决（也可以用简易程序审决）。由于起诉程序审决必须有陪审团陪审，故又称“陪审程序”。上诉方式除一般上诉外，还可就法律问题以“报核”形式上诉。高等法院和王座法庭可对审判进行监督。原则上，所有民事和刑事案的审理都在法院中公开进行，并可充分报道。


司法审查制度
 按规则，上一级法院的裁决对下一级法院的裁决有约束力。反过来，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决如存在明显的不公正，要受上一级法院的审查，标准之一就是应用自然公正的原则。高等法院对行政行为、法令和下级法院判决实行审查，但不审查议会的立法。最初主要审查地方行政机关的行为、下级法院和各裁判所的判决，后来逐步开始审查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某些行政行为。


陪审团制度
 英格兰是陪审团制度的发源地，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沿用了几个世纪。现在，陪审团只应用于审理大的刑事案件，审理民事案件很少应用。在审案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裁定被告是否有罪。在1967年《刑事司法法》颁布以前，陪审团的裁决必须完全一致；之后改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由大多数裁定。根据1971年的《法院法》，这一原则已扩大到民事案件。陪审团完全独立于司法和行政机构。

公民为陪审团服务是强制性的。凡年龄在18～65岁之间、没有犯罪前科的英国公民，以及13岁以前移居英国并连续在英国居住5年的外来移民均可担任陪审员。如没有适当理由而拒绝参加服务，将受罚款处分。过去，陪审团制度是对受压迫者的一种保护，而今则有助于法官的独立，确保对案件裁决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同时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法官制度
 英国对法官的任用有严格的资历要求，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大法官、上院上诉审贵族、上诉法院法官等高级法官均由首相推荐，女王任命。法官必须是“法律协会”的出庭律师，并有一定年限的司法实践。法官一经任命，非经本人同意，一般不能被免职。最高法院法官则为终身任职。在设立司法大臣之前，大法官拥有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人员的任免权。2007年5月英国政府增设了负责司法事务的大臣职位后，司法大臣便通过司法任命委员会任命这些地方的法官、司法行政长官，并向首相、女王推荐任命高级法官。苏格兰的法官是经苏格兰事务大臣提出建议人选，由女王任命。

第五节 政党和团体

一 两党制的形成和发展

英国是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最先确立并实行两党制的国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议会内部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1679年，议会就詹姆斯二世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被政敌斥为辉格（Whig，苏格兰强盗），赞成者则被对方骂作托利（Tory，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歹徒）。此后两派逐渐以此自称，形成两个相对固定的政治派别，即托利党和辉格党。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的利益，支持和维护君主制与王室特权。辉格党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限制王权、提高议会权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托利党和辉格党经历了多次的分化、改组和重新组合。随着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阶级利益的保守势力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革新势力。前者以土地贵族为核心，在原托利党的基础上组成了保守党。后者则以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工厂主为核心，在原辉格党的基础上组成了自由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保守党逐步由土地贵族的党演变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党。与此同时，自由党逐步衰落，大批工业资本家转向保守党。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工党崛起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政坛的第二大党。

两党制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1867～1922年、1922～1940年、1940～1970年、1970年至今。政党制度在第一阶段中反映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地由保守党和自由党控制（达98.2%）。其次，1885年大选后，爱尔兰自由党曾一度崛起，冲击了议会中的两党制。再次，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发展壮大，促使英国政治两极分化，自由党经过两次重大分裂（党内内讧和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造成的分裂），元气大伤。第二阶段中的特点是：保守党基本控制着政治舞台，或由它一党执政，或由它控制政府。工党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两党制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工党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为后来60多年稳定而持久的格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第三阶段中政党制度显示出两大特点：在选举和议会政治中，几乎完全由保守党和工党控制着，自由党和其他小党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两党制比以前更为稳定和牢固。在广泛的决策范围内，两大政党有着高度的趋同现象。在第四阶段，两党制虽仍是英国政党政治的重要标志，但其稳定和牢固的程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第三政党力量的发展再次显现出向两党制挑战之势。


两党制稳定发展的原因与特点
 英国独特的两党制度经历了几个世纪，至今不衰，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保守主义的重要影响，三大保守主义要素即“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深深地渗入到英国的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之中。其次，历史传统排除了两党或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再次，现行的选举制度——简单多数制，有利于两党制的稳定；英国左、右派势力都承认两大政党政府的合法性。

英国长期稳定的两党制一向获得西方国家的称赞，因其具有一系列的显著特点：第一，两党制产生长期稳定而有效的政府。第二，两党制有助于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为英国提供了坚强而负责的政府。二战后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都没能动摇英国社会的稳定。第三，两党制有着明显的阶级基础。第四，两党在政策与立法上的趋同。两党制并不是敌对性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竞争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相互补充或相互纠偏的制度，因为两大政党共同服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五，对政党领袖的选举不重个人权威而重视其政策主张，尤其是个人的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是能否带领全党夺取大选的胜利。第六，政党活动的连续性及其健全、完备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严格的纪律。这与美国政党的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大选年才活动一次等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反对党的作用
 反对党是英国宪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称为“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反对党的独特作用与两党制的长期稳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党的作用恰恰是两党制稳定的一个前提。在英国政治的实际运作中，反对党的重要作用是很明显的。

第一，它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制衡和监督。它通过议会的辩论和质询，通过中央和地方的组织，以及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

第二，在选民要求改变政策而不被政府接受时，反对党可对政府追究责任。

第三，在下院的某些实际事务上与政府进行合作。通过1979年的下院改革，建立了14个与政府中重要部门相应的议会部门委员会，反对党议员在这些委员会中与执政党议员一块工作。为使立法和财政完善与可行，反对党同样负有一定责任。

第四，反对党的存在表明了英国宪法中言论自由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一向被看做是其民主、自由的象征。

总之，两党制的实质是以两个政党轮流执政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两党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有利于调节各政党、各阶级、各集团间的矛盾，不至于因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同归于尽。

二 主要政党

英国目前存在的主要政党有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以及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民族党等。


保守党
 其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托利党，现在主要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该党有较强的内聚力，使它能成功地摆脱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长期活跃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20世纪30年代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时，它在经济上采取了新的政策，如逐步放弃不干涉主义，放弃金本位制，采取保护关税等。二战后，保守党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顺应时代潮流，基本上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推行政府干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从70年代末起，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共识政治破裂，保守党转而推行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国内，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公共开支，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售公房等。在外交上，加强与欧共体各国合作和协调，改革农业政策，协调欧美关系，加强大西洋联盟等。从1979年到1997年，保守党连续四届执政长达18年。

保守党组织由领袖、议会党团、全国联盟和中央事务所组成。领袖权力很大，执政时出任首相，在野时为反对党领袖。从1965年起党的领袖由议会党团实行公开竞争选举产生。议会党团由下院全体保守党议员组成，下设业务委员会（亦称1922年委员会）、后座议员委员会和督导会。全国联盟是保守党议会外的组织，它包括保守党年会、中央评议会、执行委员会、区组织机构和选区协会等。全国联盟只起讨论和建议作用，无权决定党的政策，其主要任务是在议会外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扩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中央事务所是党的行政机构。党的现任领袖是戴维·卡梅伦，他于2005年12月接替其前任迈克尔·霍华德，当选为新的保守党领袖。


工党
 于1900年成立，原名为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工党。在1922年大选中，工党所得席位首次超过自由党，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反对党。1924年工党第一次组成少数党政府，由此开创了保守党和工党控制议会中绝大多数席位的局面。二战时期，工党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战后以来，前几届工党政府都与保守党执行了大体一致的内外政策，“巴茨克尔主义”充分反映了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共同之处。在立法上两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党内左翼势力占上风，各项政策明显左倾，如主张重新国有化、扩大工会权力、单方面核裁军、退出欧共体和北约组织等，脱离了广大选民，造成工党持续在野18年。长期在野的局面，也促使工党领导集团从8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和革新政策。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后，大力推进工党的“现代化”。1997年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重返英国政坛主政。在2001年和2005年举行的大选中，布莱尔又率工党两次获胜连任。

工党的组织由领袖、议会党团、议会外组织和总部组成。在野时每年选举领袖，执政时可以不改选。议会党团由下院全体工党议员组成。在野时，由党的领袖、副领袖、下院议会党团主席、上院工党领袖、两院总督导员以及工党议员代表等组成议会委员会，领导议会党团的活动。执政时，则由工党内阁代替，另设联络委员会与后座议员保持联系。在议会外，全国代表大会（工党年会）是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全国执行委员会、区域会议、选区组织和全国劳工理事会。工党总部是执行机构。现任领袖为戈登·布朗，他于2007年6月获得工党领袖任命，并接替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


自由民主党
 该党是由原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在1988年3月合并而成。在此之前的近70年时间内，自由党一直是英国的第三大政党。1918年前它曾与保守党轮流执政。1916年该党发生分裂，加之工党建立后影响不断扩大，致使自由党逐步失去劳工阶层选民的支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只能在补缺选举中取得微小的胜利。在大选中，尽管获得的选票占总选票的20%左右，但所获席位却从未超过17席（1981年）。1981年，工党中一些右翼议员越来越不满工党的左倾政策，于是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同意自由党的主张，如在英国参加欧共体、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改革、收入政策和宪政改革等问题上，两党的观点大同小异。因此它们便在1983年的大选中结成联盟，取得了25%的选票，非常接近于工党所得的选票比例。然而，由于英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是按选区简单多数、胜者全得的规则分配席位，故其所得席位却很少。之后经两党主要领导人提议，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于1988年正式合并，命名为自由民主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最近的几次大选中自民党取得了重要进展。在1997年大选中它获得了46个席位，2001年取得52个议席，2005大选中更取得62个议席。自民党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该党现任领袖是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系2007年12月接替孟席斯·坎贝尔当选为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


苏格兰民族党
 它是一个地区性政党，1934年成立。其政治目标是要争取苏格兰的最终独立，但强调通过宪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它是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非暴力政党。20世纪60年代，它仅在补缺选举中取得一点胜利。在70年代的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所获席位增至10席左右，加上北海油田的开发成功，大大刺激了该党的民族主义情绪。1975年就英国在欧共体中的去留问题所进行的公民投票中，它的反对立场被58%的苏格兰选民否决。1979年在就中央下放权力问题进行公投中它再次遭受挫折；在同年5月的大选中，又惨遭失败。不久，它因在苏格兰独立问题上党内左、右两派分裂，影响下降。不过，在1997年就中央权力下放问题进行公民投票中，该党与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结成联合阵线，取得了很大胜利，从而成功地参与组织苏格兰地方政府。在2001年和2005年的全国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分别获得5个和6个席位。该党在2007年5月举行的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更是一举获得47个议席，从而超过工党，成为苏格兰议会的第一大党。


威尔士民族党
 于1925年成立，是一个地区性政党。它强调威尔士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主张威尔士独立。20世纪60年代前，该党并未能进入议会。在1974年2月大选中，它获得2席；在同年10月的大选中，获得3席。20世纪70年代，该党支持工党对苏格兰和威尔士放权的立场，结果在权力下放的公民投票中，遭到80%的威尔士选民反对。在1979年5月的大选和地方选举中，均遭严重挫折。此后，党内产生左、右派之争，党内上层领导发生分裂，大大削弱了该党的力量和影响。威尔士民族党在2001年和2005年的全国大选中，分别获得4个和3个议席。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北爱尔兰地区主要政党在英国议会的代表权情况。北爱尔兰按规定应向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选派18名议员。2001年英国大选后，厄尔斯特统一党拥有6个席位，民主统一党5席，新芬党4席，社会民主工党3个席位。2005年大选后，民主统一党获9席，新芬党5席，社会民主工党3席，厄尔斯特统一党1席。

此外，在英国政坛上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小党。例如，由环保主义者组成的“绿党”，成立于1973年，是欧洲的第一个绿党，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它在英国选举中得票率有显著增长的趋势。“不列颠民族党”，属于欧洲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极右翼政党。它主张排斥外来移民，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据报道，2001年夏天发生在英格兰北部几个城市的种族主义骚乱就与该党有关。不列颠民族党虽人数不多，但其影响不可小视。

三 压力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18世纪70和80年代英国压力集团出现并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当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社会和政治的浪潮，先后成立了许多改革集团。但这些集团还只属于地区性的，缺乏全国性的协调行动。19世纪后半期是压力集团发展的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地方性集团逐步向建立全国性行业集团发展。其力量明显增强，不再是原先那种思想狭窄又不开放的组织。在许多产业领域纷纷成立压力集团的高潮中，各种专业性压力集团也蓬勃兴起。此外，还出现了许多慈善机构和争取社会正义的集团，如反奴隶制协会等。进入20世纪后，压力集团在政治性和社会性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它与政府的关系有了重大转变，其政治参与程度较过去大为增加。其次，它向政治领域发展，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过去都有更深刻的变化。第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压力集团已开始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第四，压力集团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扩展，如女权运动、反核运动、环境保护等。

四 主要团体


职工大会
 工人团体联合组织，通称工会，成立于1868年。1982年，其下属约有100个工会，会员1160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8%。它有一个行政机构——总理事会，由18个工业集团如钢铁、矿工等行业工会中选出来的41位代表组成。在历史上，英国工会势力曾经非常强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与政府合作，对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以后，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日益增多，职工大会的作用和影响也随之不断增强。职工大会与工党的关系非常密切，参加职工大会的工会约有一半参加了工党，作为工党的团体会员。集团投票制曾使工会在工党年会上拥有90%的投票权（目前已降至1/3）。在工党的全国最高领导机构——全国执委会中，工会仍占相当优势。工党每年的活动经费基本上由工会赞助，约占其总额的70%左右。工会对工党的决策能发挥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通过立法对工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大大削弱和限制了工会的权利与影响，致使工会会员急剧减少（目前工会会员人数约在700万人左右）。工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与工会拉开了距离，竭力限制和减少工会对工党决策的影响。但工党毕竟有别于保守党，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后，布莱尔政府于1999年初提出了一项恢复工会地位与作用、保护雇员权益的雇佣关系法案。英国工会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开始出现新的活跃。在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的伙伴合作文化正被人们广泛接受。


英国工业联合会
 企业团体联合组织。它是在1965年由3个较老的机构，即全英制造业协会（1915年建立）、英国工业联盟（1916年建立）和英国雇主协会（1919年建立）合并而成。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成员主要是工业公司，尤其是制造业公司，约有2500个雇主协会，15000多家公司（1978年）。此外，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清算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英国工业联合会有一个常设机构，另有34个常设委员会，处理工资、工作条件、经济、财政和就业等政策问题。全国还设有12个地方理事会。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主要作用是为其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在与政府部门谈判时，在工业问题上提供建议和协助，提供技术转让服务信息和国外的相关信息等。它向许多国家机构，包括公共管理部门、顾问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等，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使它能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很大影响。两大政党无论谁执政，在许多政策问题上都需要听取它的意见。英国工业联合会在政治上跟任何政党都没有正式联系，不过更认同保守党的政策，跟保守党的关系一向比较融洽。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主席一般都由保守党中退休或离职的高级官员担任。


核裁军运动
 压力集团之一，是英国和平运动中最有名的一个组织，主张英国应单方面取消核武器、撤出北约并采取中立立场。20世纪80年代初，东西方核军备竞赛日趋高涨，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心。这一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从1957年组建到1984年运动达到高潮，全国性成员有10万之众，地方性成员近40万人。


环保运动
 压力集团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到1980年，该运动的支持者已有250万～300万人。据估计，目前它有100个全国性团体和几千个地方性团体会员。其关心的问题涉及有关污染、对地球的破坏以及自然资源的耗尽等方面。这类运动的组织有皇家保护鸟类协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等。


伦敦城
 英国200多年来最大、最有力量，然而又没有正式组织起来的一个特殊形式的压力集团。由于许多大的金融机构都设在相互间隔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伦敦内城，从而形成了一个内聚力很强的共同体。它享有比任何重要的利益集团还要大的自由来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很少依赖于正式的院外活动。一小部分上层社会的家庭之间被亲戚关系和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该城的生活起着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个社团使该城在行动上能采取统一步调。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也设在这里，自然就成了伦敦城的代表。它对这里的经济管理和调节等方面起着政府性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代表该城的利益，并把各种意见提交给政府。


议员和科学委员会
 它于1939年建立。其成员除来自科技界外，还有许多议员和贵族。1981年，该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近80名贵族、140名议员、34名欧洲议会议员和150余个科技组织。它不时地向议员提供科技信息，提请议会和政府关注科技成果及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科技发展项目。


全国禁烟协会
 1929年成立。1953年底，它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要求政府制定严厉的立法控制人们吸烟，既保护人体健康，又可减轻环境污染。该组织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积极争取议会内外的同情和支持，同时求助于内行和科学家从科学上论证吸烟的危害，终于使议会在1956年通过了《净化空气法》。


动物权利协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出现了许多激进的直接行动集团，包括动物解放阵线、动物解放联盟、动物援助、反对活体动物解剖协会、保护动物权利等组织。一些老的组织，如英国取消活体动物解剖联盟（1894年建立）也重新活跃起来。在1980年后的4年内，其成员从2000人迅速增至23000人。

第六节 宪制改革

一 君主制的前途和上院的改革

英国人是一个注重传统而又十分讲求实际的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善于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他们对待王室和上院的态度就是突出的例子。君主制是封建制度的产物。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曾实行了一个短暂时期的共和制。但当新兴的资产阶级会同贵族地主牢牢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又把国王请回来，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同样，英国资产阶级不想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贵族势力消灭干净，所以也把象征贵族荣誉地位的上院保留了下来。


王室面临的问题
 英国君主作为国家统一和政体稳定与连续性的象征，名义上权力很大，实际上早已“临朝而不理政”。王室的作用现在主要表现在礼仪庆典方面，同时王室成员又大量参加公益活动，积极同各界人士保持联系，以赢得人们对王室的爱戴和尊重。

随着世事变化和近年来国内一些事态的发展，英国的君主制和王室也不时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共和之风时起时伏，这种情绪在工党左翼中间曾表现得特别强烈。工党在野时曾针对王室发生的问题表示要在掌权后重新检讨王室的作用，甚至要“剥夺王室大部分的剩余特权”。

英国国内反君主制情绪的滋长，同不时流传的王室成员丑闻有关。在当今的英国社会中，英国王室所起的观赏作用似乎比它的政治作用更为突出。它在公众心目中的“超凡”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其长期被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之中有关。一般的英国人对王室及其成员的秘闻趣事津津乐道。然而近年来随着王室某些成员不检点行为的不断曝光，笼罩在王室上空的神秘光环正在消失。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4个子女中，几乎人人都有绯闻。一度被渲染成“世纪婚礼”的王位继承人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结合以婚变而告终，安妮公主的离异和安德鲁王子的风流艳事等，都使人们对君主制的道德基础产生了疑问。英国王室这个“楷模家庭”与“道德领袖”的代名词已沦为人们取笑的对象。此外，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诸如女王是否应纳税、王室是否应保留特权等，也常受到舆论与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显然，君主制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它在英国政体中的作用，也取决于王室成员特别是君主个人的形象和表现。

应该指出，公众对君主制的不满和反对，从根本上说是同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时代潮流联系在一起的。王权毕竟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王室的存在不能不让人想起某种封建残余势力。二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党政府都试图通过法令取消君主制。许多英联邦的成员国也实行了共和制。多年来一直以英国君主为其国家元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在为是否宣布为共和国进行激烈的辩论和准备。

当然，英国的君主制虽然大势已去，但并不等于英国很快就会成为共和国。君主制的去留是关系国家政体的大问题，毕竟还有半数以上的英国公众仍然希望保留王室。
 
[1]

 就连一向在王室问题上持较多批评态度的工党，也表示“没有取代王室的计划”。不过，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有意推动与加快对君主制的改革。特别是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意外死亡引发的强烈反响，唤起了人们要求王室改革的意识。人们希望王室走下高高的神坛，实现平民化、大众化。布莱尔首相抓住这一时机向女王施加压力，要求王室更多地接近人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查尔斯王子也做出了加快王室改革步伐的各种承诺。1998年，经政府提议，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意结束英国王位的男性优先继承权。这一决定是布莱尔政府决心使君主制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重要象征。舆论认为，英国王室若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潮流，“学会倾听其臣民的声音”。


上院改革问题
 英国议会上院，亦称贵族院。依照惯例和传统，所有贵族都是上院议员。贵族分为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大多数贵族都是世袭贵族，仅依靠其出身和门第就可以世代享有出席上院议会的特权。世袭原则不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精神，这对宣扬“民主”和“平等”价值观的工党来说当然是不可以接受的。工党长期以来都主张取消或改造上院，并不只是为了上院的民主化和“清除中世纪的破烂”。从党派属性来说，上院基本上为保守党所控制。保守党往往利用上院来否决其他党执政时提出的重要议案，阻挠其实行政纲。因此工党改革上院的主张，主要还是从自己的政党利益出发的。

上院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改变上院构成上的世袭性质；改革上院的产生办法。为了改造上院的世袭性质，英国曾采用一种“掺沙子”的办法。1958年的《终身贵族法》规定可以册封“终身贵族”，希望通过增加上院非世袭贵族的比重解决世袭贵族垄断上院席位的问题。但是这样做不仅时间漫长（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议会上院共有贵族约1200人，其中终身贵族只占1/4），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世袭问题（世袭贵族仍然世袭，况且法律并没规定以后不得再册封世袭贵族）。

布莱尔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上院的改革。1999年1月20日，工党政府发表了关于上院改革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改革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废除上院的贵族世袭制，占上院议员总数近2/3的世袭议员（上院当时共有议员1295名，其中世袭贵族为759人）将丧失在上院的参政权和投票权。同时，英国王室在上院中的代表席位也将随之取消。第二阶段是上院的重组，上院议席部分为任命，部分由选举产生。工党政府认为，上院议员的组成应反映英国的政治现实，即应包括各地区的代表，以体现和巩固既分权又统一的联合王国；同时还应包括各界人士和各类专家，以便政府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及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改革旨在使上院更具代表性、更有效率，但又不至于破坏英国的宪政平衡。1999年10月26日，上院经过紧张激烈的辩论终于通过了政府提出的改革法案，同意取消世袭贵族的议员身份，废除其在上院所享有的世袭投票权利。工党政府上院改革的第一阶段目标基本实现。有人认为，这是英国在20世纪实现的最重大的一次宪政改革。

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涉及上院议员的产生方法。工党曾承诺对上院议员进行直接选举。但这方面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上院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影响到英国权力机构之间的平衡。英国各政治派别之间和政党内部对此都存在尖锐的分歧与争论。所以，上院第二阶段的改革进程更加困难和漫长。不过，近几年来工党政府还是推动议会在这方面通过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议案。2003年，布莱尔政府曾提出七项上院改革方案，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暂时搁置。其中，选举上院议长就是计划的一部分。此后经过3年的协商，各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上院议长由上院全体议员选举产生，这标志着英国议会制度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2006年7月4日，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英国上院首次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一位新议长。这也意味着已延续1400年的由首相提名、国王任命的大法官兼任上院议长历史的终结。另一个重要进展是，2007年3月7日，英国下院通过一项议案，同意上院议员将从世袭或任命改由选举产生，打破了长期以来上院改革问题上的僵局，使下院首次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统一认识。但是3月14日，上院随即通过了上院议员应通过任命方式产生的方案，显示出两院对上院的改革方式仍存有歧见。虽然不论是下院或上院先后通过的提案，都不具备法律规范效用，只供政府起草相应法律议案时用以咨询参考，不过无论怎样，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只要下院多数支持上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贵族们是难以阻止的。因此，下院3月7日通过的议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尽管这项改革可能需要漫长时间来完成，但它毕竟为英国历史上最激进的宪政改革铺平了道路。

二 权力下放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英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地方有明确的控制权。但英国又是一个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家，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怎样才能在分权的基础上形成恰当而合理的平衡，始终是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而至今还没有妥善解决的难题。这里首先涉及中央政府同联合王国4个组成部分中3个非英格兰民族地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下放问题。


苏格兰与威尔士的地方分权问题
 关于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实施地方分权的问题，缘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地区民族意识的高涨和民族主义势力的迅速发展。70年代后期，工党政府主持制定并提出了苏格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规定分别在这两个地区建立权力有限的地方议会。但由于随后在这两个地区举行的公决中法案遭否决，故而中途夭折而未能付诸实施。自1979年起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苏格兰和威尔士同以英格兰为主的保守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其中尤以苏格兰为甚。这里不仅有历史渊源，而且有政党政治（二战后苏格兰已逐渐成为工党的堡垒）和现实利益的因素（苏格兰要求更多地分享北海石油工业的利益）在起作用。1987年苏格兰的工党和联盟党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建立苏格兰国民议会。在民意测验中，50%的苏格兰人支持设立国民议会的主张，32%的人甚至要求苏格兰独立。工党在1997年大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它若获胜将满足苏格兰和威尔士要求权力下放的愿望。纲领宣称，工党建议权力下放，而不主张建立联邦。这样做将会加强联合王国，并消除分离主义的威胁。

布莱尔工党政府执政以来，全力推进地方分权的进程。1997年9月苏格兰和威尔士先后就中央下放权力、建立各自的地方议会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结果分别以74.3%和50.3%的票数获得通过。前者还以63%的选票赋予苏格兰议会以3%幅度上下浮动的税收权力。这一投票结果，标志着英国进行宪政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一步。

1998年英国议会分别通过了苏格兰和威尔士政府法案。1999年5月举行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选举。根据规定，在苏格兰议会的129名议员中，73名由简单多数产生并作为英国议会的议员，其余56名则采用比例代表制选出。威尔士的选民每人可以投两票：一票投给选区的候选人，另一票则投给政党的候选人。威尔士议会共有60名议员：40名由选区选出，20名依照一种递补比例代表制的办法由5个大区选出。选举的结果显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工党继续掌管着地方的管理权，但是民族主义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民族党）已经成为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保守党则已沦为老三。

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与政府，将分别负责各自的保健、教育、内部事务和法律、地方治安、经济发展、农业、道路、交通、环保、体育和艺术等事务。有关外交、政务、社会安全、宏观经济及财政和商业政策等重要事务，则仍由英国议会控制。苏格兰还在财政税收方面拥有某些有限的权力；在欧盟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协助中央政府处理同苏格兰有关的某些事务和共同政策问题（如共同渔业政策）。

在英国，进行改革历来是十分艰难的，宪制改革更是如此。这次改革的成功是由下列一些有利条件促成的：首先，政府在议会拥有一个支持改革的绝对多数。其次，改革的政治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党、自由民主党和苏格兰民族党达成了难得的政治共识。而保守党由于1997年5月的大选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遭到彻底失败，使它无法发挥政治影响。第三，对撒切尔政府执政时种种高度中央集权措施的逆反心理，使地方政府对中央下放权力普遍持欢迎态度。第四，欧洲大陆各国下放权力的运动及其积极成果，无形中增加了对英国进行宪制改革的压力。

这次改革对苏格兰和威尔士起到了明显的积极效果。它缓和了非英格兰地区居民，尤其是苏格兰居民历来对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增强了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责任感；加强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自治程度，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从中央的角度来讲，下放权力可以减轻政府的工作压力，减少中央机构的设置及其行政开支，有利于决策更接近于基层，从而增加决策的客观性和执行的力度；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缓和双方的矛盾，防止或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和权限划分更为明确，加强了地方的说明义务，在出现失误时地方无法诿过于中央。

当然，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分权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在政治、经济上客观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随着地方分权进程的发展还孕育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它们在中央财政拨款等问题上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各政党在不同地区所拥有的不同势力和影响又使之采取不同的态度与对策。倘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这一或那一地区选民和议员的不满，导致民族主义进一步滋生和发展，危及整个国家的联合和统一。地方分权对英国现行的政治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选举已从局部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结构，民族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有所增强，一直主宰英国政治的传统两党政治模式开始出现裂痕。在2007年5月举行的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取得重大进展后，时任苏格兰首席部长的苏格兰民族党领袖亚历克斯·萨蒙德公开宣称，苏格兰将争取在2017年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伦敦和英格兰地区的权力下放问题
 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和侵蚀，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一种总趋势。这一趋势在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期间大为加强了，其中有政党政治的因素。例如，保守党政府以“提高效率”、“节约开支”为由，强行废除了伦敦等6个大都市的郡议会，其根本原因乃是由于这些地方都是工党的政治基地，其郡议会都被工党所控制。当然有的也是出于实施“撒切尔主义”战略的需要。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别是财政开支），保守党政府全面改造福利国家的计划就难以实现。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推出的地方税制改革和大批出售市政公房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台的。许多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乃至剥夺。保守党政府推行的这些政策措施，引起了地方政府普遍而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高压之后，工党政府1997年上台后大力推动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正是顺应了英国的民意和西方国家普遍要求实施分权治理的时代潮流，符合包括英格兰地区在内的大多数郡、市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愿望，故而取得空前的进展和成果。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下重建大伦敦市议会的问题。作为政党政治斗争的产物，1986年4月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一举撤销了大伦敦市等6个大都市的郡议会。伦敦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市长及市政机构的首都。大伦敦市议会被取消后，与保守党政府原先的预言相反，市政机构设置由简单变复杂，原来的两级地方政府结构变成了多级制度。仅伦敦各机构之间的通信线路就由原来的44条猛增到500余条。此外，由于32个伦敦自治市或大城市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地理上的特点，因此很难制定出一项共同的方针政策。在大伦敦市议会等被取消之后，建立了各种委员会或联合委员会接替前地方议会所承担的许多具体事务，但这些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并非经选举产生，致使地方政府明显地趋于非政府化。换言之，新设置的机构不仅缺乏效率，而且又缺少说明义务，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中的一大笑柄。此举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不满。因此1997年工党上台执政后，决定通过公决和立法建立大伦敦市政府。根据工党政府的宪制改革安排，1998年5月7日伦敦市民举行了全民公决，赞成设立一个拥有直选市长和25名议员的大伦敦市议会。2000年5月4日选举产生了大伦敦市长和大伦敦市议会。不过伦敦市民违背布莱尔政府的意志，选举前工党左翼人士、1986年被解散时的大伦敦市地方议会主席利文斯敦为首任伦敦直选市长。在2008年5月举行的伦敦地方行政机构选举中，保守党候选人鲍里斯·约翰逊最终击败肯·利文斯敦，当选为大伦敦市长。

此外，工党政府还通过立法把英格兰划分为8个地区，分别设立了地区开发机构，以便更好地发挥英格兰地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工党政府这样做，恐怕也有对日益滋长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做出让步的含义。随着非英格兰地区分权运动的高涨，特别是苏格兰人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某些英格兰政治家提出建立一个“与爱丁堡议会相似的英格兰议会”的主张。英格兰民族党书记克里斯托弗·迪克森甚至断言：“从现在起的几年里，我们英格兰将独立存在。”有人据此提出联合王国“合久必分”的前景问题。看来这虽然为时过早，但布莱尔政府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各部分代表组成的“不列颠群岛委员会”的计划，也许可以看做是为此预先做的准备。

三 北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性突破

北爱尔兰作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去留关系到英国的构成及国家的结构形式（北爱若完全独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称谓将不得不改变）。它同苏格兰和威尔士一样，也面临分权和如何处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不过它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有所不同。北爱尔兰原是爱尔兰的一部分，而爱尔兰又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北爱问题是英国历史上爱尔兰问题的延续，是英国对爱尔兰长期实行殖民扩张和统治的产物。因此北爱问题带有更加鲜明而强烈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爱尔兰国家统一的性质。

自1921年英国决定对爱尔兰实行分治以来，英国就在北爱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权力下放，设立了咨询性质的北爱尔兰国民议会和政府，实行内部自治。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北爱天主教居民中民权运动的发展，这一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居民之间的矛盾激化，后转化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英国政府派大批军警进驻北爱进行镇压，并于1972年宣布撤销北爱议会和政府，开始对这一地区实行“直接统治”。英国耗费巨资，试图靠武力在北爱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据统计，此后近30年围绕北爱问题的暴力活动与动乱已造成3000多人丧生，3万多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为无辜平民。

北爱问题不仅给英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人力消耗，也给英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对外关系造成了诸多损害。英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难以用武力解决问题，希望以其他适当方式甩掉这一包袱。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爱和平进程开始缓慢起步。1985年英国表示准许爱尔兰政府参与解决北爱问题，并签订了《英爱协定》，规定建立两国政府间机构协商处理北爱事务。但是由于北爱对立两派的分歧根深蒂固，特别是当时并没有吸收两派的代表直接参与和平进程，实际上使这一进程长期陷于停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争端，成为一种“国际大气候”。与此同时，北爱地区内部事态的发展也促使和平进程出现新的转机。久拖不决的北爱问题不仅把英国搞得精疲力竭，更使深受其害的北爱对立两派的居民感到难以忍受。以武力实现爱尔兰统一为宗旨的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政治组织新芬党面临巨大压力，促使他们考虑改变策略，寻求新的道路。另一方面，亲英的新教徒联合派也不得不面对变化了的现实，为换取稳定和对主要权柄的控制，考虑同意让北爱另一部分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的居民享有某种平等的权利。此外，美国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北爱问题。在冷战条件下，英、美结成了亲密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囿于这种关系把北爱问题看成是英国的内部事务。冷战结束后，这方面的顾虑已不复存在，因此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积极插手北爱问题，对英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中期北爱和平进程重新启动，但直到英国工党1997年大选获胜上台之前始终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有关各方在解除非法武装问题上存有分歧。新芬党也被排除在和谈之外。布莱尔政府上台后决定全力推动和谈进程走出死胡同。首先，它决定吸收新芬党参加和谈。新芬党虽称不上是北爱的主要政党，但对和谈的成败却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新芬党1996年在北爱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约17%的选票，在美国也享有重要的支持和影响。工党上台后，立即同新芬党接触和举行会谈。在爱尔兰共和军宣布重新实施停火后，布莱尔政府力排新教徒联合派的抵制，接纳新芬党参加北爱多党谈判。布莱尔还多次与新芬党领导人举行会晤，以示鼓励与重视。其次，布莱尔提出，有关解除准军事组织武装的谈判可以和多党会谈同时举行，而不以事先交出武器为先决条件，从而消除了妨碍新芬党与其他有关各方一起讨论北爱问题的最大障碍。另外，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以及英美之间在谈判过程中注意相互协调立场，尽量兼顾各方的利益和愿望，寻求利益的平衡点，为和谈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1998年4月10日，在贝尔法斯特举行的北爱多党谈判冲破重重阻力，达成了有关北爱政治前途的和平协议，持续达30年之久的北爱尔兰冲突问题终于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根据协议，北爱继续留在英国，同时成立新的跨边界机构（北南部长委员会），在北爱与爱尔兰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协议要求以比例代表制方式选举产生享有广泛自治权的北爱地方议会，组建由各方代表参加的执行机构。5月22日，北爱尔兰就批准和平协议举行全民公决，以71%的赞成票通过。6月，举行了北爱地区议会选举。北爱地方议会拥有108个席位，从18个选区中各选举产生6名议员，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和单一可转让的投票方法进行。1999年2月，北爱地方议会通过地方政府架构决议，规定北爱地方行政委员会由10个部门和12名部长（其中包括北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组成。委员会拥有除安全和税收以外的广泛权力。是年12月2日，北爱地方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权力被正式下放给北爱地方议会和行政当局行使。此后，又分别在2003年11月和2007年3月举行了《北爱和平协议》签订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地区议会选举。但是由于多年的隔阂，北爱地方自治政府曾多次被停止运作，英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宣布暂时中止其权力的实施。不过，下放和分享权力、在北爱实现和平和稳定，乃是英、爱两国和北爱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是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北爱地方自治政府最后一次停止运作，是从2002年10月开始的。此后北爱两大对立政党，新教派的民主统一党和天主教派政党新芬党，在英、爱两国政府的推动下，经过持续近5年的艰难谈判和讨价还价，终于在2007年3月达成一份新的权力共享协议。5月8日，由民主统一党的伊恩·佩斯利担任政府首席部长、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为其副手的新政府正式成立。北爱地方自治政府终于得以恢复行使自治权。

四 选举制度的改革

英国下院议员选举实行单选区制（即每个选区选出1名议员），采用“领先者获胜”的简单多数原则。这种选举制度的优点是手续简化，避免反复投票，有利于在议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多数，为英国两党制的实施和政局的长期稳定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与问题。它不能如实反映各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不能充分反映民意，有时甚至会歪曲选民的意志。依照简单多数原则，得票最多者获胜，但得票最多并不意味着一定过半数。这也就是说，当选议员并不一定是由多数选民选出的，因而并不一定能体现选区多数选民的意志。假如全国出现许多这类情况，那么整个下院就不一定能代表全国选民的多数，由此产生的“多数党”实际上也就并非由“多数”选民选出。据统计，在英国历次大选中获胜上台的执政党，其所得选票总数超过半数者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往往半数以上的选民并不支持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有时执政党的席位尽管居多数，但其得票率却低于反对党。例如在1951年大选中，保守党与工党的得票率分别为48%和48.8%，而其所得相应席位却为321席和295席。保守党在得票率比工党少0.8%的情况下，其席位却比工党多26个。这一制度对小党特别不公平。英国实行的单名制简单多数选举制度对选区的划分有利于大党，因为主要政党往往都有自己的“安全选区”（该党支持者相对集中的地区），而小党的选票则大多分散于各个地区。这样，小党在全国范围内所得票数尽管相当可观，但实际取得的席位却很少。如在1983年选举中，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得票率达25.4%，仅比工党少2.2%，但在下院所得席位只有17个（而工党为209个），仅占席位总数的3.5%（工党则高达32.1%）。英国学者里得利教授指出：“英国似乎拥有西欧最强有力而又最不具代表性的政府体制”。这一论断不无道理。

鉴于英国选举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和不合理，英国不时有政党、团体和个人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的问题。对改革要求最为积极和强烈的要数小党和少数派团体，因为选举制度如不改变，它们将永无出头之日。而最不积极、最不情愿的是两大政党，特别是保守党，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选举制度。因此排除它们的阻挠和反对，乃是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的最大难题。不过近年来工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所松动。1997年大选前，工党持续在野18年，在4次大选中一再失利。为了推翻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工党中有不少人主张同中间党派组成联合战线，而改革选举制度乃是中间党派提出的实现联合的一个重要条件。工党1997年的大选纲领承诺就下院选举制度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主张尽快任命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审议这一问题。工党政府上台后设立了以詹金斯为首的选举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已提出一个由简单多数向有限比例代表制过渡的方案。另外，布莱尔政府还邀请自民党同工党一起组成对等参加的内阁协商委员会，就包括选举制度改革在内的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定期磋商。不过，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不少人担心实行比例代表制会给工党在选举中取得多数造成损害，从而有可能危及其成为执政党。布莱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不很明朗，他既要顾及工党的利益和党内的分歧，又要考虑同自民党的联合关系，态度有些暧昧。所以工党政府推行的选举制度改革，至今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总之，由于选举制度改革涉及英国两党制的去留和各党的根本利益，各方面的矛盾很多，看来其进程将会相当艰难、缓慢而曲折。




 [1]
 据报道，2002年4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保留君主制度，30%的人希望做激烈的变革，只有12%的人赞成废除君主制。


第四章 经济与社会生活

第一节 概述

一 英国市场经济的形成

英国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7世纪初期，英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16世纪圈地运动的兴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农场的萌芽。17世纪英国的工商业是比较发达的。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由于国外市场的刺激，羊毛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也已出现。随着圈地运动的加速进行，大量的农民被赶出土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与此同时，英国加紧向海外扩张，从海外掠夺的大批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货币资本。伴随着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统治的欲望也迅速上升，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依靠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通过对农民的进一步剥夺和大肆掠夺殖民地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这场革命导致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使生产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的总和，使人类第一次从农业社会跨进了工业社会的大门，并使英国成了“世界工厂”。

二 英国经济的盛衰

英国在工业革命方面的领先地位，大大加强了它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英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称霸于世。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英国世纪”。1860年前后，英国达到了极盛时期的顶峰。据统计，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60.2%的煤、50.9%的铁，加工了世界46.1%的棉花。英国也曾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曾统治着世界1/4的人口，其疆域扩及世界五大洲，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4，号称“日不落帝国”。

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逐步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工业优势地位。当时，欧美各国进入了技术革新和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德、美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它们不受旧企业固定资本的束缚，广泛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较快地发展新的工业部门，更新设备，从而创造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英国由于其主要工业力量集中在纺织、煤炭和钢铁等几个传统产业，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在技术革新浪潮的推动下，英国虽建立了一些新工业部门，但规模小、发展慢，无法与后起的德、美等国相比。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国。20世纪初，英国又被德国超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使英国的相对衰落进程变得更为明显和加剧。延续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英国病”于此肇始。一战使英国元气大伤。英国商船在战争中损失了70%，使保持多年的海上霸权不复存在。战争还使英国的对外贸易锐减。英国在航运、金融和出口贸易方面保持的领先地位也相继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快了英国衰落的进程。二战期间，英国损耗了1/4以上的国民财富，商船吨位较战前减少了28%，海外投资总额减少约1/4。战争给英国造成的巨大破坏及其对美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严重依赖，使得它难以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战后，高涨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英帝国的解体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帝国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更为严重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英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走走停停”的大波动局面，60年代末又出现通胀与失业并存的持续滞胀状态，使英国经济的增长率长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950～1980年，英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1%；而美国为4%强，联邦德国是5.8%，法国4.7%，意大利6.5%，日本则高达11.2%。其结果导致英国工业产值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1950年占8.6%，1960年占7.4%，1970年占5.4%，1980年只占4%左右。这样，英国由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工业强国降至第五位，落在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之后。英国已无可挽回地由世界一流大国沦为在当代经济和政治中只能发挥二流作用的中等发达国家。

这里就英国经济相对衰落的根源，即对“英国病”的病因进行一些扼要的分析：

第一，资本积累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于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投资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英国同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其资本积累率都较低。国内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50年为13%，1960年为16%，1970年为19%，1979年为18%。这个比重虽与美国大致相同，却大大低于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英国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也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缓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6%和5%，虽然略高于美国，但大大低于德、日、法、意。到了70年代，英国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2.2%，不仅低于德、日、法、意，也低于美国。英国国内投资增长缓慢，导致设备更新较慢，从而使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于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53～1979年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为2.2%；而联邦德国为4.4%，法国为4.3%，意大利为4.6%，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3.8%。

第二，经济结构存在固有的缺陷。英国作为最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和老牌殖民帝国，除了曾给它带来相当丰厚的利益和荣誉外，也给它留下了陈旧的工业部门、墨守成规的技术、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相对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成为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47%下降到1980年的37%；而在同期，非物质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却从53%上升至63%。英国物质生产部门所占比例低于德、法、意、日等国；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低。这不能不对英国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英国第二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乏力，而传统产业又相对衰落，是其竞争力低下的根源所在。

第三，科研体制存在缺陷，技术进步缓慢。英国长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科研成果的开发利用。科研体制陈旧，研究、开发与生产脱节，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企业界对技术进步的投入也不足。结果使科研成果为各国共享，而英国本身却收益甚微。英国对引进外国技术一向比较保守，同日本和德国相比，其技术引进费用不仅绝对额少，增长速度也较慢，使它不可能像德、日那样通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带动和加速设备更新，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英国政府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也不够合理，军事研究费用比重过大，而民用科研经费不足。英国科技人员的收入、科研条件以及社会地位均不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导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第四，殖民体系瓦解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英国作为典型的殖民帝国，其整个历史发展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它有可能剥削英帝国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居民和掠夺其自然资源分不开的。殖民体系的瓦解使英国丧失了在殖民地的土地占有权、矿产开采权、铁路经营权、海关管理权，以及征税、发行货币等特权。这些特权的丧失使英国的海外收入锐减。此外，殖民体系的瓦解，尤其是“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的解体，还使英国借以获取有利贸易条件的机制消失，对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巨大的损失。但从另一方面看，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促使英国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加快了英国经济和外交面向欧洲的转变。这一转变从根本意义上说，又是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的。

第五，高福利造成的负效应。长期存在的高福利制度给英国经济带来了不少负作用：（1）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使政府的财政收支逆差越来越大，导致政府只得通过提高税收和举债来弥补。（2）企业为职工交纳的各种福利费用全部转嫁到生产成本上，使产品价格提高，降低了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3）公民收入越多税负越重，且得不到各种福利补贴，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社会保障又减弱了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使“结构性失业”更加严重。

第六，劳资矛盾和保守思想的制约。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又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故而成为劳资矛盾最尖锐、罢工频繁的西方国家之一，使其劳动生产率受到很大影响。英国具有一种倾向于保守的思想文化传统，即强烈的等级观念与安于现状的思想。这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趋向于灵活与高效的特征相悖，有形无形地阻碍着英国社会经济中的创新与变革。

此外，英国长期以来军费开支过大，影响它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也是导致英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产权制度的调整和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迫使垄断资本不得不借助国家机器去干预社会经济生活。19世纪末以来，英国经济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已不再是原先那种单一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出现了公私经济并存的新格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国家从各方面介入社会经济生活。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付危机，英国组织“英镑集团”，实行“帝国特惠制”，彻底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全面实行保护关税，积极寻求治理经济的新政策和新办法。于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在1945～1951年的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国家出资买下了英格兰银行，接管了钢铁、煤炭、电力、公用事业、邮政、通信、铁路、民用航空和所有的内陆交通部门。1964年10月威尔逊工党政府执政后，又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把不久前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的钢铁工业重新实行国有化，将公路运输的骨干企业、部分港口和机场收归国有。威尔逊-卡拉汉工党政府在1975～1979年执政期间所实施的第三次国有化高潮，不仅继续扩大“夕阳工业”的国有化范围，还积极推进对新兴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国有化试验。1977年工党政府成立了“英国宇航公司”，将英国飞机公司等一些航空、动力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国家还出资收购了一些汽车、造船、电子、仪表、医疗与自动化设备企业。工党政府建立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直接参加北海油田的开发，并将私人所有的商业港口与运输设备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到1979年，英国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占全部职工的5.9%；国有企业产值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其总额的15%。1981年，在英国10家最大的公司（按营业额排序）中，国有企业有3家，即电力委员会、邮政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英国成了战后西欧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国有化只是二战后英国所实施的第一次重大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之一，也是战后的前30年保守党和工党两党共同推行以“巴茨克尔主义”为标志的两党共识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国家干预，实施充分就业，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建立以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曾对医治英国的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茨克尔主义”已经进入死胡同。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使英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胀状态。英国国有企业的长期严重亏损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之一。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5月上台执政的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开始推行与“撒切尔主义”相联系的自由化政策。国有企业私有化则被认为是撒切尔自由化改革的“旗舰”。撒切尔政府首先出售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的一部分股权，从而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私有化的进程。不过直到1983年大选前，私有化进程比较缓慢，规模也比较小。1983年撒切尔夫人在大选中连胜并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私有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撒切尔政府以出售英国电讯公司为先声，先后对英国煤气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钢铁公司、英国航空管理局等大型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1989年下半年，政府又将私有化扩展到电力、供水等公共服务部门。1990年以后政府拟定了进一步的私有化计划。到1992年，英国已有46家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占全部国有企业的60%以上。在西方主要大国中，英国又成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的国家之一。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私有化，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弥补财政赤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从整体上说，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它所采取的增强市场机能、减少规章条例限制的基本经济战略，对推动英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明显的。1997年工党上台执政后，继承了保守党政府的政策理念，并在部分公共服务项目中引入了某些私有化举措。

四 二战后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常被称作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福特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点是借助生产流水线的实施与推广形成一种规模经济。与之相应的资本积累战略，主要着眼于国内市场，力图使从事大规模日用品生产的工人群众同时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此时的产业工人阶级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不仅构成主要的选民集团，而且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和福利国家的主要受益人。但是从7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在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大宗产品的生产已不能实现充分赢利的目标。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对消费品的个性化需要，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方式逐步被灵活、分散、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专项化生产所取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下降，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统计资料表明，战后英国三大产业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1950年到1987年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从5.7%下降到1.7%，目前为1%左右；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从48%降至37%，目前为24%左右。而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大约一半（46.3%）升至1987年的61.3%和90年代末的约66%，目前占3/4左右。

其次，产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劳动力向服务行业和行政职能部门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减少，从1950年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5.6%下降到1987年的1.5%。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也不断减少。唯有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1950年的43.8%上升到1987年的68%。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已高达75%。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3%，制造业占10%，建筑业占5%，农业、渔业和公共事业（能源、供水等）占2%。在工薪阶层内部，产业工人，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的数目急剧减少，地位也在恶化；而掌握高新技术、收入相对稳定的“白领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不断提高。至于所谓的“中间阶层”的状况，由于这是一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概念，存在不同的定义，因此也就有多种不同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如果以专业人员、职员和技术工人作为中间阶层，那么他们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从1968年的61.5%上升到1986年的66.2%。而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经理和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作为中间阶层，那么这一阶层人数的比重则从1968年的33.5%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到2008年这一比例更高达73%左右。总之，无论按照怎样的方法和定义进行统计，英国就业人员中的经理、主管、专业人员、职员和技术工人的比重都在迅速增加，而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的比重则呈明显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劳动者中间相当大一部分人已融入到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

这里还需要就“充分就业”概念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作一些说明。一是关于妇女参加工作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时期，就业基本上是男人的事情，妇女结婚后一般不再工作。当时的“充分就业”是指保持高而稳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失业率在3%左右。而目前，妇女构成英国近半数的劳动力。二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非全日制工作。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英国像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一样，企业大量雇用非全日制工人和临时工。目前英国有1/3的雇员在从事非全日制工作。三是越来越多的人自谋职业。据统计，英国有380万不受雇于任何人的自谋职业者（如店主、个体经营者和散工）。

五 英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工业革命是英国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在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英国经历了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趋向自由化的混合市场经济三种形态。它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双重典型，并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市场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

英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以私人和私人集团产权占有为基础，以企业自主分散决策为主，以完善、规范和法制化的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宏观间接调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

英国经济属发达的公私混合型经济。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英国国有化企业一度有较大的发展，但私营部门的公司始终在英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进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使包括煤气、石油、电力供应、煤炭、宇航、汽车和电信等部门在内的上百个大型国有企业实行了民营化。到1989年，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比1979年减少了45%。1990年底国有企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10%降至不足5%，1997年更降至不足1%。目前英国剩下的主要国有企业还有：邮政、伦敦市政交通（伦敦地铁电力系统已私有化）、核燃料工业和民用航空事业等。据90年代中期的估算，私有部门提供了全部产出的近80%以及85%的就业岗位。

把农场主、自由职业者、小零售商和服务行业的其他店铺计算在内，英国共有大、中、小各类企业约370万家。根据《金融时报》2000年1月的统计，在欧洲500家排行最大的公司中，有146家是以英国为基地的。雇佣500人以上的英国企业有3500家左右，其就业人数占英国企业就业总人数的39%，营业额为41%。少数大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某些部门占生产总值的份额相当大，这种情况在化学、制药、机动车辆装配和宇航工业中特别突出。小公司在英国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雇员不足50人的公司所使用的劳动力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5%；只有业主或雇佣1～4人的小企业和商店共有32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89%。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还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地下经济，尤其在运输、旅馆、饮食和建筑行业等方面比较活跃。从事这类经济活动的大都是小企业，且能为失业者和季节工乃至家庭妇女提供工作机会。这种经济活动在官方统计中是不可能得到充分显示的。

英国的经济决策权力比较分散。私人企业享有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自由决定从投入到产出的格局。但集体决定对企业的决策有重要影响，许多经济决策权力掌握在少数大企业、大工会、大银行，以及代表各强大经济利益集团的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职工大会等组织手里。政府虽然没有权力直接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但可以通过各种间接途径改变那些足以影响私人决定的诸多因素，从而达到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目的。另外，国有化部门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英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是通过由经济计划、以市场化为主体的资源配置调节机制、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经济信息等要素组成的比较完整的体系，通过宏观间接调控来实施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财政预算、税收、公共借贷等）、货币金融政策、外贸与汇率政策、收入分配体系、科技体系、社会福利政策、保护消费者利益政策、反垄断政策等。

六 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

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后，大体上继承了前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它1997年上台伊始，就赋予英格兰银行以独立确定利率的重大权限。这被认为是英格兰银行建行300多年来最为激进的内部改革，表明工党政府坚持经济自由化的方针，迈出了其前任保守党政府没敢迈出的一步。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旨在实现高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便创造更多的机会使人们都能分享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力图以经济稳定为平台，谋求通过提高人们的技能、促进企业家精神的传播和创新、建设强大而富竞争力的市场等途径，提高英国的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它表示实施鼓励自立而不是依赖性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来提高人们的就业能力。政府致力于通过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证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内公共开支不超过其前任政府所确定的限额，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和上限税率5年内也将保持工党上台时的水准。英格兰银行审慎地实施政府赋予的权力，积极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促使其控制通胀率目标的实现。

工党政府在前两届任期内，较好地贯彻了其宣示的政策目标，成功地实施了削减财政开支的计划，在扭转公共债务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的趋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第三届布莱尔政府开始，特别是在布朗接任首相职务后，由于战争、反恐、教育和医疗等各项开支的急剧增长，国家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攀升，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加大，英国经济由疲软、增幅减缓到逐步显露衰退迹象。在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大规模金融经济危机中，英国在欧洲国家中率先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为了阻止银行体系崩溃，政府连连出台大规模的金融纾困救援计划，推行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向银行注资，对一些处于破产困境之中的银行和某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此外，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状态，工党政府还出手救房市，通过提高房地产交易印花税的起征点和政府出资帮助偿还部分债务等办法，向首次购房者和还贷困难的购房者提供援助。总之，工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与其新自由主义既定方针相悖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举措。

七 英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

英国曾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二战后已无可挽回地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有所改善。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较德、法都快。1981～1989年，英国经济以年均超过3%的速度保持了8年的持续增长。这说明英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竞争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数十年来英国经济相对衰落的趋势，似乎已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90年代初英国经济虽又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不过很快就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复苏并得到较好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1991年增长达43%，在七国集团（G7）中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是最大的。英国经济总量在1997年约翰·梅杰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月超过了意大利。1999年英国又超过了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在托尼·布莱尔出任首相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名列世界第四或第五大经济体。截至2007年底，英国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在“七国集团”中都名列前茅；通胀率保持低位，就业率也高于其他各主要经济体。

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毕竟仍是一个具有相当雄厚工业实力和科技基础的中等工业发达国家。它有自身的优势和强项，也有其弱点与不足。

就优势而言，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外向型程度高。伦敦是一个全球经济网络中心、联结欧美之间的桥梁。英国是欧盟最有吸引力的外资投资场所，在朝全球化方向发展方面居于有利地位。英国市场宽松、灵活，自由化程度高。其劳动力市场属条条框框最少的市场之列，使英国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与其他欧洲主要大国相比具有竞争力。英国拥有十分发达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保险、通信、信息、咨询等服务行业，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具有相当的优势和潜力。英国有重视科技和教育的传统，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教育事业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在21世纪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根本大计。

这里需要指出，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尽管近二十多年来又重新赶上或超过某些西方大国，但时间还不是很长。如果就更长时间（例如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而言，英国明显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其劳动生产率也低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另外，英国经济外向型程度高既是优点，但同时也是个弱点，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和冲击。2007年夏开始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英国的经济严重受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08年底的数据显示，英国在世界经济排行榜的名次已被法国挤出了前五名，而且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被意大利超越。

第二节 农业、渔业和林业

一 发展简史与基本情况

随着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8世纪末已占主导地位，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大农业。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农业是英国重要的产业部门，雇佣人数最多，产量除18世纪初一段时间外一直处于持续稳定增长状态。当时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英国实施《谷物法》的保护。1845年《谷物法》被废止，英国农业拥有的优势相继失去。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谷物生产很不稳定，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原因有二：其一，英国自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奉行“本国工业、殖民地农业”的政策，从殖民地输入大量廉价农产品，以牺牲本国农业为代价换取殖民地的工业品市场。其二，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加速了英国农业的衰落。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谷物纷纷进入英国相对“自由”的市场（据统计，1905～1907年英国有75%的小麦、75%～80%的黄油和奶酪及一半的肉食品依靠进口）。到一战时，局面有所改观，当时由于部分国际供应线被切断，迫使英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生产以满足战时需要。20世纪3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被放弃后，英国加强了农业保护主义措施。不过政府政策的真正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40年代末世界性的粮食短缺及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迫切性，再加上50年代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促使英国政府开始推行鼓励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政府以多种方式支持农业生产：为大部分农产品提供保证价格，为生产者提供广泛的津贴，为农民支付购买化肥、改善水利和消灭病虫害的费用。农业研究及在农民中推广新技术也都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尽管二战后英国的耕地和农业劳动力有所减少，但由于科技发展带动了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和电气化，使英国农业摆脱了长期落后的面貌，农牧业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有了较大提高。英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欧洲名列前茅，农业结构更趋于合理，农产品的自给率不断提高。据统计，1983年英国进口的农产品只占食品供应总量的37.9%，其中英国不能生产的热带农产品占了很大比例。就温带产品而言，英国现今能生产其所需产品的4/5，而1970年只有61.8%，30年代则只有50%。有人称这是一场新的“农业革命”。

英国的土地约有71%用于农业、12%为林业、14%为城市用地、3%是山地及其他。2007年，英国共有农业用地1746.39万公顷，其中可耕地607.6万公顷，其余为牧场和草场。英国农业人口人均拥有70公顷土地，是欧盟平均水平的4倍。

二 农业

英国是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西欧国家中都名列前茅。2007年农业雇用的劳动力为53.3万，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不到2%。全国农业总产值为157.8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全部食品的自给率为59.4%，其中本土能生长的食品自给率达72.4%。全国有23万多个农场，平均拥有土地近180英亩，约2/3的农用土地为自耕，余者为出租。政府的长期农业政策旨在建设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可持续发展和更具竞争力的农业产业，谋求将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目标相结合，并鼓励农产品的多样化。政府坚持执行有利于保护农用土地的管理政策。

英国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次之，园艺业居第三位。畜牧业在英国农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还是一个畜牧、粮食产品、农业化肥和农业机械的出口大国。


畜牧业
 英国一半以上的全日制农场主要从事饲养菜牛、羊及从事奶制品生产。绝大部分的养牛、养羊业分布在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和西南部的丘陵和高山沼泽地区。英国在繁殖种牛、种羊和种猪方面，在世界上享有一定声誉，同时还出口从高质量动物身上摄取的精液和胚胎。

英国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2/3，其中牛和羊的饲养业提供了英国农业总产值的42%，奶制品生产是该项产业中最大的部门。英国牛奶的产量自给有余（1995年，英国人均每天消耗液体牛奶高达1881毫升），羊肉和猪肉的生产也自给有余，牛肉和禽肉则稍嫌不足（约在90%左右）。

2007年英国存栏牲畜：牛为1030.4万头、羊3394.6万头、猪483.4万头、家禽1.67亿只。畜产品分别为：牛奶134.16亿公升、鸡蛋84.73亿枚、牛肉88.85万吨、羊肉32.95万吨、猪肉59.93万吨、火腿19.66万吨、禽肉145.92万吨。

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疯牛病、口蹄疫等疫病肆虐，英国的畜牧业深受其害。英国于 1986年11月发现首例疯牛病，但直到1996年3月爆发疯牛病危机后，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才正式承认疯牛病与致人死命的克雅氏症可能有某种联系。顿时全球哗然，欧盟当即宣布禁止英国牛肉出口。此后英国的疯牛病危机时起时伏，到2000年底疫情才得到基本控制。这期间，英国共有300多万头患有疯牛病或“嫌疑”症状的牛群遭屠杀和焚烧，牛肉及其制品的出口下降了99%，经济损失高达40多亿英镑。2000年8月英国一度发生猪瘟，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英镑。从2001年2月20日开始，口蹄疫又接踵而至，且来势凶猛、波及面大。由于英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是年5月3日疫情已得到控制。英国官方证实，在这次口蹄疫危机中，全国共屠宰猪、牛、羊等牲畜380万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90亿英镑，其中农民和供应商的损失为36亿英镑。

疯牛病与口蹄疫的肆虐，促使英国政府重新审视其农业与食品安全政策。英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在农牧业中普遍实行工业化的集约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把土地视为工厂，将畜牧业当做机器，强调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追求最大产出。集约就意味着土地更高度的集中和更多的机械化，经营方式也越来越远离自然。肉骨粉制成的动物饲料得到广泛而极高程度的运用，有机化饲料的使用率极低（英国只有3%左右）。现已证实，肉骨粉制成的动物饲料是传播疯牛病的重要途径，而大批牲畜集中圈养也为传染病的爆发与蔓延提供了温床。现在英国和欧盟都已认识到生态农业的重要性，表示要摈弃工业化农业和以动物肉骨粉等高蛋白饲料为主的畜牧业，转向更加注重消费者利益、注重质量、鼓励自然放养的经营方式。


种植业
 英国农作物的种植区主要集中在英格兰东部、中部和南部平原地区，以及苏格兰东海岸富饶的低地农场，主要种植谷物（小麦、大麦和燕麦）、油菜子和甜菜。在英格兰低地、沿泰晤士河和亨伯河的冲积地区及兰开夏南部的泥炭地带的农场，则大规模种植马铃薯和蔬菜。威尔士西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的重要农作物是早熟马铃薯。苏格兰东部和北爱尔兰则生产品质优良的马铃薯种。

2008年英国用于种植谷物的农田面积为327万公顷，约占全部农田总面积的70%。此外，油菜子的种植面积占9%，甜菜占4%。

英国生产的谷物自给有余，2008年谷物产量为2428万吨。另外，油菜子和马铃薯的产量差不多可以自给，用本国种植的甜菜生产的糖提供了国内全部所需食糖的一半有余。2008年的油菜子产量为197.3万吨；2007年马铃薯产量为572.7万吨，甜菜产量为740万吨。


园艺业
 英国人特别钟情于园艺，从王室成员、贵族名流到普通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年轻人，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的人对园艺业都有浓厚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末期英国园艺爱好者多达20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3。许多人积极赞助园艺业，2000年仅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就收到80万美元的捐款。人们对园艺的热爱使园艺业在英国发展成为一个产业，2000年园艺业为社会提供了6万个就业机会。英国园艺作物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农作物地区。2007年英国园艺用地约17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不足3%，花卉苗木品种多达8万种，其产值超过15亿英镑。此外，英国每年还从国外进口水果和蔬菜约350万吨。

三 渔业

英国是个海洋岛国，附近大小岛屿众多，渔业资源丰富，历来渔业发达，是欧盟最大的渔业生产国家之一，捕鱼量约占欧盟各主要鱼种的总捕获量的20%左右。二战以后，由于设备陈旧，水域污染，英国渔业受到很大影响。1977年以来，各国相继实行200海里捕鱼区政策，英国的捕获量又有所下降。

目前英国渔业为本国提供总需求量的约2/3。2007年的捕获量为61万吨，总价值为6.45亿英镑。其中深水鱼占英国渔船队捕获总量的37%、浅水鱼占43%、水生贝壳类占20%。英国鱼类资源主要有鳕鱼、鲽鱼、鲱鱼、鲭鱼和贝类。在2007年所捕获的深水和浅水鱼类中，鳕鱼和黑线鳕分别只占3%和5%。

近年来，英国渔船量与渔民人数不断下降。2007年，英国渔船队拥有注册的船只6763艘，比1997年减少20%，其中包括1527艘长度超过10米的深海渔船。专业渔民有近12729人，比1997年减少32%。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政府提供专项经费用于补贴渔船的退役。英国在1400多处设有水产养殖企业和店铺1000多家，拥有职工3000多人，销售额达3亿英镑。

渔业是苏格兰的一项重要产业。苏格兰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欧盟中养殖大马哈鱼的最大生产者的地位。

英国是欧盟重要的渔业生产国，其渔业生产已被纳入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框架之内。欧盟每年一次规定其成员国的捕获量。根据规定，英国渔船有权在超出其海岸6英里水域之外捕鱼，欧盟中有些成员国也拥有在英国领海6～12英里之内捕鱼的权利，同样，英国渔船也享有在其他成员国相同范围水域中的捕鱼权。在12～200英里之间的水域，欧盟各国的渔船有权在不超过欧盟规定捕获量的任何地方作业。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对本国渔民，以及在本国水域作业的其他成员国渔民执行共同渔业政策的相关规定，欧盟则予以监督。

四 林业

英国是一个缺少森林的国家，约有85%的木材和木制品依赖进口。英国的林地面积达280万公顷，分别占英格兰面积的8.7%、苏格兰的17.2%、威尔士的13.7%和北爱尔兰的6.4%，远低于欧洲和世界的平均水平。英国的林业发展纲领旨在保护和扩大森林资源，保养林地使其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和公众的休闲娱乐场所。政府还致力于促进国内生产用材市场的发展。大不列颠的用材林面积为230万公顷，其中不足35%由林业委员会负责管理。林业委员会坚持每年都新种植一定数量的用材林；其他林地所有者在林业委员会的资助下，也积极发展林业生产。

1919年以来，英国的林地面积增加了一倍，1980～2008年又新增加林地67万公顷。2006年英国的林业和木材加工业雇用工人17万人（包括纸浆、造纸等在内的全部木材加工业）。2007年英国林地年产木材900万立方米，相当于国内总需要量的15%。在1994～1995年度至1996～1997年度的三年期间，政府曾拨款2.42亿英镑用于支持国家、私人发展林业生产。2007～2008年度政府林业支出为1.98亿英镑。

第三节 工业

英 国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分为制造业、建筑业、能源及供水业三大部门。经济统计所指的工业生产，则通常是把第一产业中的采矿业和这三大部门的产值列在一起计算的。1999年按现行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产值是1476.99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8%；建筑业的产值为412.73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电力、煤气和供水业的产值为179.44亿英镑，采矿与采石工业的产值为179.76亿英镑，两者所占比例均为2.3%。2007年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3.6%，建筑业为6%，能源工业占4.8%。

就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而言，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呈明显的非工业化趋势，服务业增长迅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约一半上升至90年代末的约2/3（目前已达3/4）；而物质生产部门无论是就业人数还是产值数量都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尤其是作为生产率增长潜力关键的制造业，其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超过1/3降至目前的不足1/5（1997年为20.5%，2007年为13.6%）。

英国工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就制造业而言，化工、电子、仪表、航空、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较快，而冶金、纺织、造船等传统部门则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或下降，其中纺织业最不景气。英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许多产品的制造和出口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电子和光学设备、人造纤维和化工产品，特别是制药行业仍保持着雄厚的实力。生物制药、航空和国防工业是研发的重点，也是英国最具创新和竞争力的行业。采矿业的发展不平衡十分突出。采煤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而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在内的其他采掘部门则增长迅速。从1956～1957年度到1977～1978年度之间，在整个采矿业中煤矿业的比重由95%下降到36%，而其他采矿部门则从5%升至64%。

一 制造业

19世纪中期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大量财富就是靠发展钢铁、重型机械、棉纺、采煤、造船以及贸易积累起来的。制造业近年来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在英国经济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出口的近80%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系由制造业提供。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由私营企业经营，而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国制造业约1/4的产值、20%左右的工作岗位都是由外国公司提供的。

2007年制造业的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是1500亿英镑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6%；就业人数为30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10%。在东、西米德兰，就业人口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最高（24%左右），而伦敦则最低（只占7%）。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英国经济的衰退，曾导致制造业的不景气，不过从1993年起已恢复增长。1998年的产量较1991年和1992年的年产量增长了10%。但此后又有所下降。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衰退对制造业影响很大，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和金属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制造业内部的情况也不一样。化学工业、橡胶和塑料产品、电子和光学仪器，以及交通设备生产，近年来都有发展。而包括棉纺、皮革和木材生产在内的一些部门则远低于它们1990年的水平。现就英国制造业中若干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简介如下：


食品、饮料和烟草工业
 按产值、销量和出口额计算，食品、饮料和烟草工业属英国制造业中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英国食品业主要生产面包、饼干、点心、巧克力、糖果、鱼肉制品、奶制品以及水果和蔬菜加工品。含酒精饮料中最重要的产品是威士忌，为英国享誉世界的名牌产品，几乎全部在苏格兰生产，约4/5运销国外。另外，英国还生产大量的啤酒和软饮料。英国国内销售的几乎全部香烟和其他烟草制品都是由英国烟草工业生产的，此外英国生产的高质量的香烟还向许多国家出口。2007年食品与饮料产业年产值高达700亿英镑，雇员总数接近50万人。主要增长领域为高附加值产品，例如即食食品和保健食品。最新数据表明，仅英国有机食品这一行业的年产值就达12亿英镑左右，冷冻食品市场年销售额高达70亿英镑，占整个欧洲冷冻食品市场的60%。英格兰中东部地区是发展速度最快的食品加工基地，向全英国提供约15.1%的食品、饮料、香烟。化学和纳米技术等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推动着英国食品与饮料产业的创新。


纺织、制衣和制鞋工业
 从就业、出口及产值数量看，英国的纺织、制衣及制鞋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99年它们的产值为63.82亿英镑，全年营业额约200亿英镑，1999年12月该行业的就业人数是30.4万人。纺织业是英国历史上的主要工业部门之一，现虽已逊色，但在世界上仍占有一定地位。另外，英国的毛纺织业和亚麻纺织业仍以其产品的高质量和不断创新而闻名于世。伊林斯·莫里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毛纺织品公司。英国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地毯生产国之一。


造纸、印刷和出版业
 英国的纸和纸板工业是欧洲最大的造纸工业部门之一，几个较大的造纸集团掌握了美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和欧洲国家纸浆厂相当大的份额。为减轻对进口木浆的依赖，该行业有相当部分的生产已转向以废纸为原料。印刷、出版业产品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期刊、书籍、办公文本等。一般的印刷、雕版、装订企业和大部分出版企业以小厂为主。英国印刷出版业的设备和生产方法比较先进。1999年英国造纸、印刷和出版业的产值为180亿英镑，销售额是361.1亿英镑，就业人数为47.1万人。


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制造业部门之一，规模居西欧第二位、发达国家的第五位。英国一向是有机化工与无机化工产品、塑料产品和化肥等基本化学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国。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制药、杀虫剂和化妆品等实用性化工产品。制药业已成为英国制造业的重要产业，英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药品出口国（占发达国家药品出口市场份额的13%），在世界10种最畅销的药品中英国就占有4种。葛兰素-卫康、阿斯特拉-捷尼科和史密斯克兰-比卡姆3家制药公司位于英国10家最大的公司之列。葛兰素和史密斯克兰已于2000年底合并，称葛兰素史克公司。英国的生物工程工业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2008年化学工业直接雇员为18万人，销售总额超过570亿英镑。该部门共有3000家机构，其中只有160家雇佣人数超过250人。化学工业产值占制造业的12%，GDP的1.5%。


电子与光学仪表设备工业
 电子与光学仪表设备工业包括电子、光学仪器与软件服务三部分，是英国制造业中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部门。其产品主要包括：办公用品与电脑，机电工程设备与装置，收音机、电视机与通信设备，医疗器械、精密仪器与光学仪表等。2008年该行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其中电子工业雇佣人数25万人，IT与软件服务业雇佣人数60万人，光学部门雇佣人数15万人。2008年底，IT业一项的产值就占到了GDP的3.3%。世界上许多主要的电子工业公司在英国都设有制造业工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索尼、康柏、松下、东芝、日本电器公司、诺泰尔、塞噶特和休乐特-佩卡德等跨国公司，在英国制造业中都有大量的投资。英国生产的高保真视频设备在世界上享有盛名。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电脑工业，生产各种用途广泛的电脑系统。在英国的本国与外国公司还生产大量的机电工程设备与各种装置。它在生产发电装备系统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英国是欧洲移动通信设备的主要市场与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汽车工业
 汽车工业是英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由两部分构成，即汽车与零部件制造，以及汽车贸易（包括零售、流通以及售后服务）。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也是国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部门。英国共有大约40多家汽车制造企业，但多为外国企业。2008年，英国共生产小汽车145万辆，商用汽车20万辆，占全世界生产汽车总量的2.4%和欧洲的8.7%。英国生产的小汽车和商用汽车中分别有78%和62%供出口。汽车制造业的出口占英国商品出口的13%，提供了18万个工作岗位，创造产值102亿英镑，占英国制造业产值的6%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的0.7%左右。英国是欧洲第三大汽车销售市场，2008年英国人共购买汽车210万辆，占欧洲新车注册总数的14%。此外，英国还有2600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产值47亿英镑，雇员人数10.6万。


宇航和防务工业
 英国是世界上3个技术完善、门类齐全的航天工业国家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10多年间，宇航工业的生产能力和产值扩大了一倍，出口净增300%。英国宇航工业从事设计和制造飞机机架、航空发动机、导向武器系统、模拟装置、人造卫星及宇航材料、飞行控制设备、航空电子设备及元件，以及为客户提供各种相关的服务。1998年英国宇航工业的营业额为176亿英镑，其中约66%（117亿英镑）供出口。英国约有10.4万人直接就业于宇航工业。英国宇航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

英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西方世界第二大防务工业部门。1999年英国的武器出口值为48亿英镑。1997～1998年该部门提供了约35.5万个工作岗位。2007年宇航和防务工业销售总额为400亿英镑。


重要制造业企业简介
 英国制造业中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英国航空航天公司（British Aerospace）：
 简称英国宇航公司，是英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及生产导航设备的企业。1977年根据《飞机及船舶建造工业法令》将四家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合并，后又同通用电器公司的马可尼电子系统防务分部合并，改称BAE Systems。该公司主要设计和生产军民两用飞机、水面舰只、潜艇、空间系统、雷达、航空电子设备、制导武器系统、通信设备、电子仪表，以及其他一系列防务装备产品。该公司在世界9个国家内雇有职工10.5万人，年销售额达185亿英镑（2008年），居世界航空和防务工业第三位，与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莱兰汽车公司（Leyland）：
 成立于1968年，由生产小汽车为主的英国汽车持股公司与生产卡车及公共汽车为主的莱兰汽车公司合并而成。主要产品有小汽车及其零件、公共汽车、拖拉机、卡车、军用车辆等。在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南非、澳大利亚、印度等地有子公司，海外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50%。莱兰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占有英国汽车市场份额的40%。它1986年重组为MG罗孚集团，2005年破产。


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
 始建于1951年。1967年英国钢铁公司与联合钢铁公司、威尔士钢铁公司等14家钢铁企业合并。主要经营并生产各种钢铁材料、煤焦油、树脂，承接钢铁建筑结构和土木工程。总部设在伦敦。1999年该公司同荷兰钢铁公司合并，组成为欧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国际冶金工业集团科鲁斯。2006年该集团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4.12万人（英国内的职工为2.37万人），提供了英国粗钢生产总量的88%，是世界第三大钢铁生产商。2007年，科鲁斯集团成为塔塔集团（Tata Group）的一家子公司。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Rolls Royce）：
 英国著名的制造航空、航海引擎及豪华汽车的垄断企业。该公司于1906年由汽车设计师罗伊斯和汽车销售商罗尔斯合伙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设计、制造的飞机引擎被广泛装备于英国及盟国的各种作战飞机。战后，该公司因精于制造航空喷气发动机而发展成为世界军民两用航空喷气发动机的最大生产商之一。2008年公司拥有净资产24亿多英镑，销售收入高达91亿多英镑，公司雇员3.9万人。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属于英国维克斯集团。


英国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英国最大的电器、电子设备垄断企业，始建于1889年。它于1968年兼并英国电气公司及联合电气工业公司，20世纪70年代又兼并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从而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电器、电子跨国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工业发电设备、发动机、电子通信器材等。总部设在伦敦，在西欧其他一些国家和加拿大、美国、南非、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在英国雇有职工1.9万人，2008年销售额为50亿英镑。


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
 由葛兰素-卫康和史密斯克兰（两家公司的历史均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联合形成，于2000年12月成立，目前占全球药品市场7%的份额。公司总部设在英国，以美国为业务营运中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0万余名员工。公司在世界37个国家拥有82个生产基地，产品远销全球。该公司在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和胃肠道/代谢四大医疗领域代表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在疫苗领域也雄居行业榜首。2008年营业收入244亿英镑。


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
 为英国、荷兰私人垄断资本合资企业，经营食品、洗涤剂和化妆品。1929年由英国莱弗兄弟公司与荷兰人造黄油公司合并而成，在全世界拥有500家子公司。2008年在100个国家拥有17.4万名雇员，年营业额405亿英镑，净资产223亿英镑。

二 能源工业

英国的能源工业居西欧国家首位，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在欧盟中，英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相当可观，其他原生（一次性）能源还有煤、核能和水力，此外还有电力、焦炭和石油产品。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能源的进口占其总消耗量的50%。自70年代中期北海油田开始大规模开采以后，英国一度成为燃料净出口国。不过，近几年来随着石油产量的下降，英国又成为能源净进口国。2007年，英国生产的各种能源总量相当于2.359亿吨石油。煤、燃料、原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均高于出口量；但英国是石油制品的净出口国。各种能源的总需求相当于2.357亿吨石油，但最终的消耗量相当于1.646亿吨石油，其中，石油占48%，天然气占31%，电力占18%。从能源消耗的部门构成情况来看，占前几位的分别是：交通部门占36%，家庭占27%，工业部门占19%，商业部门占6%。各种能源的进口总量相当于1.475亿吨石油，出口量相当于9933万吨石油。

2007年英国能源工业雇佣的劳动力有13.78万人，相当于全国工业雇员总数的5%，另外还有许多人间接从事与能源有关的工作。能源工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占总投资额的8.6%，工业投资额的44.3%。在全国15家最大的公司中，能源方面占3家，即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英国煤气公司。


能源政策
 英国的能源政策，旨在通过建立一种能充分展开竞争、市场为供方和消费者利益可以提供有效保障、国家能使本土资源得到最好运用的架构，以便以竞争性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安全、多样化和可持续供应的能源。英国电力市场开放，实行充分竞争，便于消费者在数量不断增加的供应商之间进行选择。现已解除了对天然气商业供应的管制，从2001年起对天然气的家用供应也不再管制。为鼓励和提高商用能源的效益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999年政府决定实施“气候变化税”（从2001年4月起生效）。英国政府强调能源的生产和供应都应遵守卫生、安全和环境政策，同时还应遵守欧盟与其他相关的国际规定（如有关减少温室效应的《京都议定书》）。此外，近年来，政府强调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传统矿物燃料的依赖，建设“低碳经济”，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保障和政策引导，鼓励高效节能技术开发，推动低碳建筑和超低碳汽车的发展，培养企业和家庭节能意识。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比重从2004年的3.6%左右提高到10%。2009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提出，争取到2020年使英国发电的31%来源于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8%来源于核能。

英国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

（1）在生产商之间鼓励竞争，同时要有一个法律规范的架构使市场能良好地运作；

（2）在商业竞争的环境中确保服务；

（3）在有可能的地方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4）能源部门不得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

（5）提高能源效益并促进资源再生。


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及开采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在陆地上开采的石油一直很少。1913年，主要是在兰开夏开采油页岩，年产量为32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陆地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1939～1940年间，陆地油井达250口之多。直到60年代初，一年仅生产原油15万吨，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当时英国的石油供应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69年，在北海英国大陆架近海岸外首次发现石油，并于1975年开采成功，从而使英国丢掉了“贫油国”的帽子。1999年，英国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的生产达到顶峰，日产量超过290万桶，相当于38.41万吨石油，但之后开始下降。2007年全年的石油产量为7000万吨，天然气为838百万兆瓦时。目前英国是世界上第九大石油生产国。


煤炭
 英国的煤炭工业可以追溯到英国史上的罗马时期，并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英国的主要能源。在18世纪和19世纪，煤炭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13年是煤炭开采量的高峰年，达2.92亿吨，出口7400万吨，雇佣工人达100万。二战后，煤炭工业被国有化，煤的产量开始有所下降。1947年（煤炭工业国有化的当年）生产2亿吨，至1955年尚有850家煤矿在生产。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其他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致使煤炭业迅速走向衰落。由于设备陈旧，80年代中期政府决定关闭一些不堪使用的老矿井，导致政府与矿工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而旷日持久的斗争。不过，尽管采煤业近年来生产呈下降趋势，但煤炭在英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耗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的煤炭工业现在全部掌握在私人手里。到2000年8月，尚有29个地下矿井（其中含17个大型深井）和48个露天矿场在生产，共雇佣职工1.1万余人。2007年英国的煤炭产量为1703万吨，到2008年3月底雇佣职工仅5936人。


电力
 英国电力工业发达，足以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民用的需要，2007年只有1%左右的电力需进口。英国的电力生产主要是火力和核能发电，水力与风力发电的产量微不足道。近年来与英国燃料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天然气在电力生产消耗的原生能源中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加，煤炭所占的比重则不断下降。据统计，1995年英国主要电力公司的非核电站消耗的能源相当于5000万吨石油，其中煤占70%，天然气为23%，石油为6%。1999年英国的发电量为3371亿度（千瓦时），生产能力为70091兆瓦。而2007年英国的发电量为3570亿度（千瓦时），生产能力为82951兆瓦；主要电力生产中，非核电站所消耗的一次性能源为3583万吨石油当量，其中天然气占43%，煤占34%，而石油和水力合计为2%。

核能是英国重要的一次性能源来源。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已完成了相当规模的原子能发电计划。1999年英国核电站的发电量近963亿度。英国现有核电站14座，所提供电力占英国发电总量的20%左右，但它们多数已老化，其中半数将在2010年退役，13座将在2023年前被关闭。

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开发和利用在经济上有良好发展前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能源，并鼓励发展新的和可再生能源。就整个英国而言，新的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到2000年接近1500兆瓦，相当于英国所需能量的3%。2009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了国家战略文件《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计划到2020年使英国发电的31%来源于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8%来源于核能。


重要能源企业简介：



英国石油公司BP （British Petroleum）：
 世界最大的石油垄断集团之一，也是世界第四大公司。其前身为1909年成立的英国—波斯石油公司，1935年改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1954年改称现名。在1988年的一次并购后，BP不再视为 British Petroleum 的缩写，而成为公司的正式名称。主要经营项目包括：石油的勘探、生产、运输、精炼、销售，以及天然气、石油制品和化工塑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英国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曾经是英国政府及英格兰银行，二者共持有该公司股份的51%（分别占30.87%和20.13%）。1987年英国政府开始将股权出售给公众，1996年英国石油公司完全实现了私有化。2008年，该公司实现总收入3657亿美元，扣除利息与税收之前的毛利润为352亿美元，当年纯利润为217亿美元，总资产为2282亿美元，拥有雇员92000名。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Group）：
 世界第三大公司。1907年由皇家荷兰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贸易公司合并而成。壳牌集团有持股公司两家，服务公司11家，业务公司280家，雇员10.2万人。经营业务主要是石油，包括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储运，提炼、大宗贸易等。此外还从事化工、金属、煤炭、核能等方面的业务。总部设在海牙，在美国、荷兰和英国设有子公司。2005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其两家控股母公司的董事会合并。2008年该公司总资产2824亿美元，当年总收入为4584亿美元，扣除利息与税收之前的毛利润为627亿美元，纯收入为265亿美元。

三 建筑业

英国建筑业在世界上颇负盛名，积极参与世界上一些很有影响的国际建筑工程。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建筑业一度扩展迅速；然而，该行业在1990～1992年的经济衰退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从90年代下半期开始，建筑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庆祝新千年而兴建了很多项目工程，它们极大地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成为推动英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房地产市场的增长态势持续了十年左右，2006年建筑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7年下半年起，英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房价下跌，新建成的住房数量也逐渐减少。不过，随着全球经济有望在2010年复苏，加之伦敦将主办2012年奥运会，为此将新建或翻修多个建筑，英国建筑行业有望得到一定程度恢复。2007年数据表明，建筑业就业人数为210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左右。

英国建筑业主要从事下列几个方面的工作：从私营大公司参与投标的多种国际工程到从事家庭修理业务的个体企业所承揽的建筑和民用工程；从生产钢筋混凝土的预制构件到机械与电工服务所从事的专门性工作；从大公司所从事的大规模采石与建筑材料加工到高质量、专业性的小制造商所从事的建筑材料与构件供应；以及对建筑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和监督事宜的公司或个人从事的咨询工作等。英国绝大多数的建筑工程都由私人公司经营，且多为小公司，其中97%的公司所雇用的人员不超过25人。在总共约19.2万家公司中，直接雇佣600人以上的仅125家，然而它们却承担了全国建筑工程量的20%。

英国建筑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英国基建承包商在国外签订合同，几乎在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设有英国的咨询公司。该行业各项海外收入的总和每年超过60亿英镑。英国建筑材料公司的年出口值为40多亿英镑，欧盟是其主要市场。

第四节 金融、商业、服务业

在英国的经济统计中，服务业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泛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非物质生产部门，也即第三产业。它除包括批发和零售业、金融、餐饮、旅游与娱乐业以及商务服务等服务性行业外，还含教育、卫生、政府行政和防务部门等。英国是一个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2007年各服务业部门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4，占就业人口总数的76.8%。就业于服务行业的人数为2244万。

我们这里介绍的服务业不包括教育、卫生、政府行政和国家防务等公共部门，仅指通常所说的商业、金融和服务行业。英国是世界第五贸易大国，商品的批发、零售及为个人的生活与休闲服务的各种产业都非常发达。尤其是金融业，伦敦作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揽了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银行、投资、保险、期货交易和其他业务。旅游、旅馆及餐饮业、计算机服务、会展服务，以及广告、市场研究、管理咨询等商业服务，则属非金融服务部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商业和除旅游业以外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部门，至于旅游业将设专节在后面论及。

一 批发与零售商业

包括食品与饮料在内的产品分发与销售，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这里主要有批发和零售两大类，构成庞大的销售网络。大批发商和零售商或直接或通过承包商经营这一庞杂、广泛的销售网。2004年英国批发与零售商业的增加值为1275.2亿英镑。

2000年英国从事批发业的商家为11.3万家，雇佣职工112万人。2005年批发业营业额达4691亿英镑。在食品和饮料行业，几乎所有大的零售商都拥有自己的采购和中央配售业务。许多小批发商和独立的零售商则属于自愿结成的“象征性”集团，这些集团提供中央采购设施供其使用，并组织协调一致的促销活动，以帮助企业保持竞争力。2000年4月批发合作协会与零售服务合作社合并，组成英国最大的零售协作集团，其年营业额为47亿英镑，包括1135家商店，职工超过5万人。批发合作协会是向合作社运动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主要供应商，是零售行业合作集团的创办与发起者。该集团负责合作社销售的90%的食品供应。合作社运动由44家独立的合作社组成，拥有2560家商店。

零售业部门的营业额约占消费总额的40%，其雇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10。2000年英国共有20.1万家零售商。2006年有300万人在这一部门就业。当年英国零售业部门（包括个人与家庭用品的维修）的营业额为2550亿英镑。从事零售业务者，涉及从全国性的超级市场和其他零售网络到独立的食品杂货商店、五金店铺、药房、报刊代理商以及其他零售商。从事多样化经营的大零售商发展得相当快，有些还通过子公司或签署特许协议在海外营销。小的独立零售商店和合作社一段时间以来呈衰落之势。英国关于星期日不得营业的法律已有所松动。小零售商为增强竞争力，通常较超市和百货公司的营业时间更长。但是某些超市连锁店网络也在试验24小时开门和每周6天营业的制度。英国零售业最大的超市连锁公司是：特易购（Tesco），主要经营食品及药品等业务，2007年营业收入947.03亿美元，为英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零售集团，其食品销售占英国国内市场30%的份额，非食品类占5%；英国第二大零售集团为阿斯达（Asda），1999年被沃尔玛收购；接下来是桑斯博里（Sainsbury），2007年营业收入357.97亿美元；第四大零售集团为马克斯/斯班塞（Marks and Spenser），2007年营业收入181.06亿美元。近年来从事多样化经营的大型零售业集团拓宽了其商品供应和服务的范围。大食品零售商在经销家庭用品和服装的同时，把重点更多地放在销售自己品牌的食品杂货（占出售商品的半数以上）和环保产品上。“店中店”已成为普遍现象，店内设药品销售柜、邮务代办点、顾客自助餐厅、出售化妆用品等，已成为许多大超级市场的一个特点；同时这里往往还销售书籍、杂志、报纸、视频和电子产品。在一些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店里还设有出售运动服装和体育运动器械的零售点。此外，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绝大多数连锁超市都在不断扩大和改善在线销售与服务。目前英国已成为欧洲最先进的“电子商务”国家之一。2006年英国零售业在线销售额达109亿英镑。

机动车辆及部件和汽油的门市销售，是英国零售行业中一个重要部门。大多数新车的销售业务都由汽车制造企业指定的拥有特许权的专营店进行。2008年英国汽车零售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与维修部门共有企业6.7万家，雇员55.2万人，为英国经济贡献了240亿英镑的增加值。

二 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对英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部门的产出占英国国内总产值的8.5%，2007年就业人数105万人。2006年金融业净出口244亿英镑。

伦敦城是英国金融业的心脏与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这里云集了英国与世界各国数百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其中有英格兰银行、伦敦股票交易所和劳埃德保险市场。伦敦城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它有着比其他任何金融中心都多的海外银行，2006年有45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2）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3）它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占全球股票交易量的58%；（4）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市场，约占全球日净外汇交易量的30%；（5）它是世界上第三大基金管理中心，2005年底英国基金管理业负责的各类基金总规模达3.5万亿美元；（6）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物市场之一；（7）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市场、船贷市场和重要非贵金属交易中心；（8）它又是从事欧洲货币初次与再次交易的重要国际中心；（9）它可以提供全方位的辅助和支持服务，包括法律、会计和管理咨询等。

导致伦敦城具有如此重要地位且经久不衰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因素：（1）有着长期的国际金融经营史，对许多外国银行具有特殊的吸引力；（2）拥有大量的金融机构、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和最先进和完备的通信网络；（3）政府的金融管制比较宽松，尽量把限制性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允许外国银行在同等条件下与英国的同行进行竞争；（4）在进行欧洲外汇交易时，没有必须拥有最低准备金的要求规定，也没有对利率的各种管制；（5）英国政局相对比较稳定；（6）伦敦的地理位置适中，与欧洲其他金融中心处于同一时区；（7）英语是银行界通用的交易语言等。

除伦敦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外，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城市如爱丁堡、曼彻斯特、加的夫、利物浦、利兹和格拉斯哥等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其中苏格兰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并称欧洲第五大金融中心。


金融机构
 英国的金融机构是以作为央行的英格兰银行为中心，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几个部分组成的完整体系。这里我们只着重介绍英国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某些有关情况（有关英格兰银行的情况见本章第六节“财政金融体制”）。

英国的商业银行包括存款银行（也称“零售银行”或“清算银行”）、商人银行、贴现银行和海外银行分行。截至2000年3月底，英国共有315家银行获得接受存款的授权。此外，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103家权威机构的分支机构也有权在英国从事跨边界的储蓄业务。约有450家海外银行在伦敦设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2006年，银行业产值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就业人口50万，占就业人口总数的1.5%左右。2006年底英国银行业资产总额超过6.2万亿英镑，其中外国银行管理的资产占53%；跨境银行贷款业务量达5.1万亿英镑，占全球的20%，位居榜首。近年来，英国的零售银行业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汇丰、皇家苏格兰银行、巴克莱、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和劳埃德银行等五大银行的业绩表现不俗。在投资银行领域，2006年英国的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约为62亿美元，欧洲地区一半的投资银行业务是在伦敦进行的。此外，伦敦还是全球主要私人银行业务之一，2005年由英国金融机构管理的私人客户证券总值达2760亿英镑。

存款银行是商业银行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它与英国国内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相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拥有最庞大的分支机构网；二是握有英国80%以上的企业和个人存款；三是经营的业务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商人银行偏重于经营国际贸易往来中的银行业务。它最先是由从事国际贸易并兼营承兑业务的商人发展起来的，故称“商人银行”。不过后来它已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存款银行所经营的一切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贴现银行是英国特有的经营国库券和商业票据的金融机构，它在英格兰银行与存款银行之间，以及存款银行与工商企业之间，起着中介人的特殊作用。

英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有信托储蓄银行、房屋互助协会、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和国民汇划银行等各种形式。目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事实上两种类型机构的服务都多样化了。

不过，在银行的“零售”与“批发”业务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零售”业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个人消费者和小企业，主要业务是资金的储蓄和支取手续，以及钱钞的传送体系。“批发”业务则包括以更高的利率接受大宗储蓄，在货币市场调度基金，以及作大笔的贷款和投资。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从事大规模的交易活动，也包括一些商人银行和海外银行，很多业务都在银行之间进行。在英国，约有85%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在银行或房屋互助协会有活期存款账户。

英国最重要的银行除作为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之外，2000年时还有著名的四大商业银行。它们是：汇丰控股公司（HSBC Holdings，其前身为密德兰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TSB）、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在收购威斯敏斯特银行后进入英国“四大银行”之列）、巴克莱银行（Barclays）。按市场资本计算，这4家银行当时位于英国20家最大的公司之列。它们控制了全国活期存款账户总额的68%，信用卡业务的61%，个人借贷的46%，储蓄存款的19%和抵押借款的17%。但是星移斗转，随着银行金融业兼并活动的加剧，到2007年时，控制英国国内存取款与借贷业务的十大银行已成为：阿比国民银行（Abbey），英国联合莱斯特银行（Alliance & Leicester），巴克莱银行，布拉福德银行（Bradford & Bingley），汇丰集团，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劳埃德TSB集团（Lloyds TSB Group），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皇家苏格兰银行，以及标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然而英国银行业受到2007～2008年始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但北岩银行、阿比国民银行、英国联合莱斯特银行以及布拉福德银行仍逃不过被收归国有或被其他银行收购的命运。

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保险业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伦敦是世界上主要的保险业中心之一。据统计，2005年它处理着世界海运保险业务总量的20.2%和航空保险业务总量的27%。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再保险中心。保险业务分两种：长期的人寿保险和一般保险。在英国大约有230家公司从事长期保险，外国公司占3/4。除劳埃德公司（与劳埃德银行同名，但不是一家）外，英国本土著名的保险公司还有：阿维瓦商联保险（Aviva）、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Legal and General Group），耆卫公司（Old Mutual）和标准人寿保险公司（Standard Life Assurance）。英国63%的家庭都参加了人寿保险。一般的保险业务范围包括火灾、意外事故、普通债务、汽车、航空和运输事故等。2005年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保险费收入总额达1670亿英镑，其中海外业务占21%。保险业从业人数超过33万人，占英国金融服务业就业人数的1/3；管理基金规模达9020亿英镑。伦敦聚集了世界前20大保险和再保险公司，2005年伦敦地区的保费收入达267亿英镑。1688年开业至今的伦敦劳埃德市场以经营高风险保险业务闻名于世，其业务遍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92%的富士100指数公司和93%的道琼斯指数公司在劳埃德市场投保，2005年其保费收入在伦敦地区占52%。


金融市场
 伦敦城是世界著名的金融市场，包括伦敦股票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金融期货交易、欧洲债券和欧洲货币市场、劳埃德保险市场，以及金条和商品市场等。这里扼要介绍一下英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情况。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中长期资金的交易市场，由直接从事借贷活动的中长期借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构成。伦敦股票交易所在保持伦敦作为国际上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纽约、东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股票交易所。其主要中心在伦敦，此外，在贝尔法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地还设有分支机构。伦敦是全球重要的证券和债券交易中心。2006年底共有1276家公司在伦敦交易所主板市场挂牌交易，证券市值达1.9万亿英镑；创业板市场挂牌公司1634家，证券市值910亿英镑；在两市挂牌的外国公司共649家，远远超过美国纽约交易所（451家）和纳斯达克交易所（321家），交易额达3.3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42.4%。在首次公开发行业务领域，2006年伦敦以17.2%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纽约（16.8%）。在国际债券交易领域，伦敦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达70%，交易量在过去10年增长5倍以上，2006年总额达65万亿美元。


货币市场
 伦敦货币市场包含银行之间的储蓄市场，再加上一定范围通常是短期且可转让的证券交易。在这些市场中，银行是主要参与者，同时受英格兰银行的监督。

货币市场的活动就是将钱借贷或投资于国外市场，尤其是为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而筹措资金。货币的转让在美元、欧元等重要国际货币之间进行。

伦敦是欧洲货币市场的中心，容纳了大多数主要的国际银行和证券公司。参与者有多国贸易公司、金融公司、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等。

近年来欧洲证券市场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因为证券交易，包括欧洲债券、欧洲中期票据和欧洲商业证券，被看做是比银行贷款更为灵活的一种选择。


外汇市场
 由于伦敦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英镑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结算货币，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之一。每天的交易量超过全球净交易量的30%。2006年伦敦每天的平均交易额为1.2万亿美元。

三 其他服务行业


旅馆与餐饮业
 1999年12月，英国的旅馆、饭店、酒吧和其他提供食宿的店铺拥有的就业人员137.1万人。英国共有各种旅馆（从大旅馆集团到个人经营的小宾馆）6万多家。最大的旅馆是格兰纳达集团所拥有的福特旅馆业集团，该集团在英国拥有323家旅馆。主要的休假中心系由布特林思、休假俱乐部、派克司中心、沃纳休假中心和庞亭思等旅游服务企业经营。2005年，英国餐饮业销售额达到519.75亿英镑；饭店数量为26416家，共提供了7.34亿人次的就餐服务。英国人外出就餐的次数比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人要多。


展览与会议中心
 英国是世界上举办国际会议的主要国家之一。伦敦和巴黎是世界上两个最知名的会议城。英国最著名的会展中心有伯明翰国际会议中心、伦敦的伊丽莎白二世和奥林匹亚会议中心、加的夫国际竞技场和贝尔法斯特水边大厅。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也是重要的会展中心。另外，在布莱顿、哈罗噶特、曼彻斯特、伯恩茅斯、诺丁汉等城市也有设备齐全的会展中心。


租赁业
 英国拥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租赁业，包括出租汽车和其他车辆、电视机、录像机和摄像设备、家用器具（如洗衣机）、工具和重型装修设备、录像带和电脑游戏器具等。1999年租赁业的营业额为160亿英镑，当年12月该部门的就业人数为15.8万人。


计算机服务
 计算机服务业包括软件开发、网络整合、信息技术咨询、加工服务以及提供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它还包括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教育与培训、独立维修，以及按照合同为客户提供计算机工作人员。2008年英国在计算机服务及相关业务领域内工作的人员有60万人。当年这一部门的产值占GDP的3.3%。


管理咨询
 英国有5.5万名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的顾问，为商业和政府的委托人提供专门性的帮助与建议。管理咨询协会的60个成员组织，包揽了英国70%的管理咨询工作。2008年，协会成员公司在英国国内外的收入共计90亿英镑，其中海外收入占1/10左右。


广告与公共关系
 英国是一个重要的广告创意中心，多国公司常常使用在这里制作的广告，用以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它们的产品。2007年英国广告业的营业额达190亿英镑。2005年共有企业9900家，雇用员工22.3万人。


商务支援服务
 商务支援是服务业中迅速发展的一个部门。当初它的业务主要是承包卫生、保安和伙食供应服务，现在公司还承包有关信息和人事服务。据贸发部1996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商务支援服务的年营业额达100亿英镑，其就业人数为67.5万人。

第五节 交通与通信

英国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很快。英国的公路四通八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广泛而有效的网络，运输效率不断提高。随着城市间高速火车运营范围的扩大，英国城市间的铁路客运已成为世界上班次最多的交通系统之一。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开通，更使英国的铁路运输系统与欧洲大陆直接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它的运输能力。近年来，英国对海港、机场和空中交通控制设备等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加强。2000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10年投资计划，公共与私人部门拟定于2001～2010年十年间投资1800亿英镑以推动国家交通系统的现代化。英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得到发展。

1999年英国交通与通信部门的产值（含仓储费）为692.08亿英镑，就业人数为169.6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例是6.1%。2007年整个交通部门就业人数为133.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4.56%。

一 交通运输

英国的客运发展非常迅速。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间，汽车、轿车和出租车的客运量翻了一番。空运，特别是国际航线有持续而较大幅度的增长。火车的客运量在一段时期内曾有所下降，但后来增幅也较大（1999～2000年增长了6%）。汽车是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1999年大不列颠客运总里程为7280亿公里，其中汽车、轿车和出租车占客运里程总数的85%、公共汽车约占6%、铁路约占6%、空运约占1%。2007年客运总里程8170亿公里。就陆路交通而言，85%的旅客出行系由各类小汽车、家庭轿车和出租车运送，而公共汽车和铁路的运送量分别为6%和9%。大部分货运都是由公路运输承担，按吨量计算，公路占81%；若按吨量里程计算，公路则占65%。

一般而言，英国公共交通利用率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是较低的。乘公共汽车出行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近年来英国私人对汽车的拥有量更是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94年在大不列颠，69%的家庭拥有一辆或一辆以上的汽车，其中24%的家庭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2007年这一比例分别为75%和26%，其中拥有三辆或三辆以上汽车的家庭占6%。然而私人汽车过多也造成了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工党政府近几年正在设法解决。例如，2003年开始在伦敦征收交通拥堵费，使汽车数量减少了20%。

到1999年底，在大不列颠领有许可证的车辆已达2840万辆，其中2400万辆是汽车，240万辆是篷车和轻型货车，41.5万辆是载重量在3.5吨以上的货车，摩托车、机动脚踏两用车和低座小摩托车共76万辆，座位在9个以上的公共交通车辆8.4万辆。2007年底注册机动车辆总数为339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2688万辆。


公路
 2007年英国公路总长度达38.8万公里，其中3520公里为高速公路，承担着19%的交通流量；9343公里为干道，承担着14%的交通流量；其余各种公路总共承担的交通流量为62%。2006年新增公路145公里。

在英格兰，公路干线包括大多数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管理，由运输大臣负责；在苏格兰由苏格兰事务大臣负责；在威尔士则由威尔士事务大臣负责。中央政府提供公路建筑和养护费用的大部分。运输部下属的公路机构具体负责在英格兰公路的建设、改善和养护。在北爱尔兰，上述任务由北爱尔兰环境部下属的道路服务机构负责。非干线道路在英格兰由郡议会、大城市区议会、伦敦自治市议会等负责，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则由单一的公路机构负责。英国政府2000年公布的10年投资计划规定，公共部门将投资213亿英镑用于战略公路网建设，而私人部门将投资25亿英镑用于帮助缓解交通拥挤的压力。

英国拥有10.9万辆公共汽车和长途公交机动车辆，其中32%为小巴或稍微大一点的中巴，22%为双层公汽车辆。除由地方当局经营的17家公司外，几乎所有的公汽服务都由私人经营。5家主要的大公司集团控制着公汽服务，它们中大多还从事其他交通服务项目，有的还把业务扩展到了海外。不过，也有不超过5辆车的小业主。大多数地方提供的公汽服务都是商业性的，在伦敦以外占83%里程的公汽业务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进行的。

负责为伦敦提供公交服务的机构，不拥有自己的公共汽车，但通过合同组织并负责监督30家私营公司经营的750条公汽线路。伦敦公汽客运宪章规定服务标准，使公汽享有一些优先，例如公汽专线和交通信号灯优先等。这里就伦敦公交工具的变迁略说几句。伦敦的双层巴士是1954年7月开始上路载客的。此前伦敦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有轨电车。二战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市交通拥挤问题突出起来。有轨电车在伦敦那狭窄、多弯路的街道上行驶多有不便，市政府决定以双层巴士取代它。双层巴士的出现，不仅一度有效地解决了伦敦的交通拥挤问题，而且它那带着浓厚英国设计制造的韵味和红彤彤的车身，为伦敦街道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成为伦敦的一种标志。不过进入21世纪后，双层巴士也显露出其运营成本高、无法让坐轮椅的残疾人搭乘等问题。为使伦敦交通现代化，市政府2004年决定，从2005年起淘汰双层巴士，代之以更舒适的被称为“柔性巴士”的新型公共汽车。目前伦敦市还保留了少量红色双层巴士，在市中心继续承担旅游线路的乘客运载任务。

长途公汽服务也由私人经营，它们行驶的路线和运行的车辆数都没有限制。全国快车公司经营着一个全国性的线路网络，大部分是由国家特许。跨国的长途客运需要得到本国政府的授权和对象国的批准。在欧盟内，大多数旅游服务已实现了自由流动。1993年实行了旅游客车可以全程运送同一个旅游团，自1996年1月起，这一规定扩大到所有非定期的服务。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6.3万辆领取执照的出租车，主要在市区；在苏格兰约有9000辆；北爱尔兰有1.1万辆。在伦敦（拥有出租车1.9万辆左右）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对出租车有严格的要求，如必须为坐轮椅的残疾人提供服务，地方政府有权限制领执照的出租车数量。另外，在伦敦以外的地区还有供私人雇用的领有执照的其他机动车辆，此类车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6.6万辆，在苏格兰有8000辆。


铁路
 英国于1825年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948英国的主要铁路公司实行国有化，统一置于英国铁路委员会的管辖之下。1997年英国的铁路服务又重新完成了私有化。

英国的铁路体系主要包括：铁路轨道公司——负责经营全国所有的铁路轨道与基础设施，3个铁路车辆公司——出租机车与旅客车厢，25个客运列车运营公司，4个货运服务公司，7个基础设施维修公司和6个轨道维护公司。铁路轨道公司拥有的资产包括3.2万公里的铁路轨道，4万处桥梁、隧道和高架桥，2500个车站，通往1000多个货运终端的连接线路。除14个主要大站由铁路轨道公司直接经营外，其余车站几乎全都出租给拥有客运服务特许权的25家客运列车运营公司管理。

但是，英国铁路服务重新私有化后交通事故频发，引起人们对铁路交通安全的严重关切。舆论认为，造成铁路事故频发的原因有：（1）铁路设备陈旧。（2）20世纪90年代把铁路推向市场时，为防止私营后出现垄断，政府将完整的铁路系统分割成众多的经营实体，结果形成多头管理而实际上没有人真正负责的状态，导致铁路运营体系混乱。（3）尽管近年来对铁路的投资相当可观（在政府的一项为期10年的投资计划中，来自私人部门对铁路服务方面的投资将超过34亿英镑，公共部门的投资近15亿英镑），但实际上远远没有到位。英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已明显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解决和完善铁路交通体系问题，是工党政府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英国铁路运输量的80%系大宗商品，主要是煤、焦炭、铁和钢、建筑材料和石油。1994年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开通为非大宗货物的运输提供了重要的机会。这项欧洲最大的民间工程总共花费约90亿英镑资金，全部是由私营部门提供。目前，英国铁路总长1.66万公里。2006年铁路总客运量为464.97亿人次公里，总货运量为221亿吨公里。全国铁路和伦敦地铁分别承担了铁路运输系统运输总量的49%和44%，其余由轻轨承担。


伦敦地铁
 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路在伦敦开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伦敦地铁如今共有12条线路，275个车站，总长度约408公里，是世界上总线路最长的城市地铁。地铁是伦敦交通的大动脉，日客流量约350万人次，在2007～2008年度共运载乘客10.96亿人次。伦敦地铁公司现在是一家巨大的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明确承诺，若地铁晚点15分钟以上，便要向乘客履行赔偿责任。

对伦敦地铁进行重大改造和扩建的计划正在进行中。近年来伦敦地铁公司为扩建新线曾投资5.68亿英镑。依据一项被称为“公私伙伴关系”的投资计划，维修和更新伦敦地铁基础设施的责任将交由私人部门负责；而公司将继续承担整个地铁的安全和客运服务方面的责任。遵照同伦敦地铁公司的契约，私人部门将经营30年，以后把全部资产交还公共部门。预计该项计划在15年期间将为地铁网络提供80亿英镑的投资和50亿英镑的维修费用。不过时任伦敦市长的利文斯敦在实施“公私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问题上，曾同布莱尔工党政府之间存在分歧和争论。


水运与港口
 英国有发展海运的有利条件：其海岸线有许多深海湾与海港；环绕此地区的北大西洋暖流使英国的港湾从不封冻，终年可以航行；不列颠岛的任何地方离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使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利用海运。因此，海上运输业很早就发展起来，并对英国的经济与国防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英国内河可航行里程约3200公里，其中620公里用于货运。泰晤士河是最繁忙的内陆水运通道，其次为福斯河。

据统计，英国对外贸易量（按重量计算）的95%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若按价值计算则为75%）。鉴于英国的商船吨位一直呈下降趋势，英国政府已采取措施鼓励振兴本国造船工业，并鼓励本国船只在国内登记。到2007年，英国拥有500吨以上的商船612艘，其中23艘为客运船只，总吨位1700万吨，比1997年增加了122%。2007年海运总收入为65.7亿英镑，其中货运40.2亿英镑，船只出租收入21.2亿英镑，客运收入4.3亿英镑。

英国具有商业价值的港口约有100个，其中有52个吞吐量在100万吨以上，同时还拥有数百个小港湾供地方货运、渔船停靠、岛屿间的摆渡与游乐使用。1999年英国的十大主要港口为：伦敦、格里姆斯比·因明翰、蒂斯·哈特普尔、福斯、萨伦·沃、南安普顿、米耳福德·黑文、菲利克斯托、利物浦、多佛。

2007年，英国主要港口承担的货运贸易量为4.379亿吨，其中进口为2.733亿吨，出口为1.645亿吨。国内贸易量为1.437亿吨。小港口的货运能力为0.2亿吨。不列颠港口联合集团（Associated British Port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港口所有者，拥有23个重要港口，1999年所承担的货运量达1.19亿吨。

所有的定期货船几乎都已集装箱化，几家私营公司控制着这些货物的运载。在远洋贸易方面，通常是航行在同一航道上的公司联合进行的，也就是采取一种“协商会”的组织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确保服务的规范化和效率，同时能取得稳定的运费，既有利于发货人，也有利于船主。

英国国际海运的客运量呈逐年下降趋势。1999年英国的国际海运乘客为5000万人次，而2007年仅为2480万人次。抵离英国的乘客几乎都来自欧洲大陆或爱尔兰共和国。英国南部和东、西部的港口运输繁忙，是来往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


民航
 2007年，英国航空系统的飞行里程为19.25亿航空公里，其中班机为14.74亿公里，非固定性飞行的里程为4.51亿公里。班机运送的旅客总数为1.02亿人次，包机为2900万人次。客机座位的使用率达79%。2007年，英国航空系统共运输货物123万吨。

英国的航空公司全部是私营的，一些重要的空港也如此。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是英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之一。英国共有机场449个，其中35个年客流量在10万人次以上。主要机场有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地区性的空港有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等。希思罗机场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国际旅客集散地之一，也是英国最重要的旅客和货运空港。2007年这里承运了旅客6790万人次，货物131万吨。盖特威克机场是世界第六大国际空港，也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单跑道机场。2007年盖特威克机场承运的旅客总人数为3520万人次。

二 通信业


电信业
 在英国的经济中，电信业是发展得最快的部门之一。在诸如移动电话和网络服务这样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中，增长的势头特别强劲。英国是最早在电话服务领域推行自由化的欧盟国家之一。自1981年以来，政府就采取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并在1984年把垄断性公司前英国电讯公司私有化，鼓励许多新公司提供各种电信服务。1991年，政府对电信政策进行重新审查，结束了仅有两家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现在，政府给300多家供应商发放了近400个许可证。英国还积极推动国际电信市场走向更加自由开放。2007年英国电信市场的营业额约388亿英镑。

电话是英国家庭最广泛使用的消费品之一。全国有固定电话线路3400万条。据2000年4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97%以上的居民家中拥有一部固定电话或者移动电话。截至2000年9月，移动电话使用者的人数已达3300万人。2007年，拥有电话的家庭达到了99%；而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占81%。

英国电讯公司（BT）、沃达丰（Vodafone）、有线与无线电讯公司（Cable and Wireless），是英国三家最大的电信服务商。


互联网
 近年来，英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相当快，尤其是英国电讯公司于2002年2月大幅度下调宽带服务费之后，英国家庭的宽带接入率大幅度上升。目前，其人均互联网接入率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和北欧国家。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公布的数字，当年英国已有1650万家庭（65%）可以接入互联网，其中宽带上网占5/6。家庭互联网接入率比2007年增加了7%，而2002年时这一比例仅为46%。其中，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东南部地区，为74%；而比例最低的是东北部地区，为54%。就年龄层次而言，70岁以下、拥有大学以及相当于大学学历的成年人在家中上网的比例达93%。而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文凭者的家庭，互联网接入率仅为56%。


邮政服务
 英国的邮政始建于1635年，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背面带胶水的邮票作为预付邮资的国家。1840年，英国建立了一套面向公众、统一收费的信函传递系统，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标志着现代邮政事业的开始。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它一直走在世界邮政改革的前沿。1911年英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按预定时刻运营的航空邮递线路；1919年开辟了世界首条跨国航空邮路；1980年在伦敦与多伦多之间成功地实现卫星传送文件，开始了世界上第一项电子邮件业务。当今英国邮政已形成了可观的效益和规模，2008～2009年度皇家邮政在每一个工作日里要向2800万个地址投放约7500万个邮件。其国际邮政服务有着良好的信誉，服务费属于最低行列。皇家邮政集团（Royal Mail Group）在希思罗机场有自己的邮件处理中心，处理80%的对外邮件，每周有1400个航班向世界范围内的280个地点直接发送。皇家邮政集团2007年营业收入为188.41亿美元。

皇家邮政集团的每一个拣选地几乎都采用机械化手段。英国的明信片制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它可以把明信片用机械拣选到邮递员可抵达的就近街道，有时甚至可直接拣选到个别的地址。

“世界包裹邮务”提供一种特别服务，在英国全国和世界上239个国家和地区内经营直接快速投递业务，一年处理4.04亿个邮包。

为适应21世纪信息社会和电子商务大发展的新形势，近年来英国政府与邮政运营部门加大了改革力度。首先，增加投资，采用新技术，不断推出新业务。为适应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发展的需要，邮政部门推出了信件和电子邮件混合业务，使发件人通过传统邮寄渠道将电子邮件发给没有上网的用户。1999年，这项业务已渗透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次，加大跨国并购力度，为参与国际邮政市场竞争预做准备。1999年英国邮政局收购了德国第三大私人包裹投递公司。2000年3月它又宣布同荷兰和新加坡的邮政机构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邮务合资企业。

英国全国邮政网络2008～2009年度的收入为95.6亿英镑。英国有邮政局11952个，其中近600个由英国邮政总局直接经营，其他为特许或代理机构。邮政系统的直接雇员有17.6万人。

三 交通及通信业的重要企业


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
 世界上主要航空公司之一，1971年由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和英欧航空公司合并而成。总部设在伦敦。航线遍及世界各地，总长约64万公里，班机服务网络含220个目的地。主要业务是提供民航运输，并向世界各地提供咨询及管理服务，同时提供飞机维修、导航业务，以及电子数据处理系统。2007～2008年度它的航行营业额为87亿英镑，运送旅客3300万人，其主要航线上班机的旅客负载率达70%。英国航空公司拥有245架飞机，与世界上135个国家的641个班机起降站建立了巨大的航空服务网络。


英国电讯公司（British Telecom）：
 1984年成为一家私人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提供电信服务、信息服务以及生产电缆、电视。它掌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电信网，在英国拥有2000多万部固定电话线路、4800万条宽带线路、5600部电话交换台，超过1.28亿公里铜线，超过1100万公里光纤网络，以及广泛的IP电话主干网络。英国电讯公司拥有用户超过1500万，雇员达14.7万人。2007～2008年度公司营业额高达207亿英镑。


沃达丰公司（Vodafone）：
 在经过1999年和2000年先后对美国与德国两家公司（美国移动电话集团Air Touch和德国Mannesmann集团）的并购之后，按市场资本排序，沃达丰已成为英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集团。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客户3.03亿家（截至2009年3月底）。沃达丰也从事与先进的互联网应用技术有关的业务。2007年公司营业收入达813.17亿美元。

第六节 旅游业

一 旅游与娱乐业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旅游业的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非常发达。旅行社、旅馆和餐饮服务业的发展均得益于迅速成长的旅游业。

旅游业属英国迅速增长的关键部门之一，现已成为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英国是仅次于美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世界第五位旅游收入最多的国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999年人们花在旅游方面的费用达640亿英镑。约有180万人在旅游及相关服务领域就业，其中约有15.5万人为独立经营者。英国约有12.6万家企业（主要是一些独立经营的小店铺），承揽了大量的旅游服务工作。它们包括旅馆、宾馆、招待所、饭店、休假中心、汽车旅馆和野营园地等。英国约有8%左右的小企业专门从事旅游业。2007年从业人员210万。

1999年赴英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约有2540万人次，其中美国作为单个国家所占比例最高（15%）。当年英国旅游收入为125亿英镑，在世界旅游总收入中的份额为4.5%。其中商务旅行收入为40亿英镑，占其全部海外旅游收入的31%。2007年来英国的外国游客达3280万人次，旅游收入为370亿美元。伦敦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以及多佛港和英吉利海峡隧道为主要的入境口岸。约54%海外旅客的旅程只是或主要限于伦敦。而其他旅客的旅程则还包括参观、游览英格兰地区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景点，尤其是爱丁堡、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伯明翰。

2005年1月，英国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此后，中国游客纷至沓来，商务旅游和购物消费更成了中国游客的独特标识。据英国旅游局统计，2006年前往英国的中国游客为10.7万人次，其中商务旅游占41%，探亲访友占24%，度假仅为22%；总消费额为1.04亿英镑。2007年中国游客达13万人次，为英国旅游业带来1.81亿英镑收入。

英国居民主要选择在国内度假，其中23%的人选择像布莱克浦尔、伯恩默思、大雅茅斯这样一些传统的海滨城市，以及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休养胜地作为自己的度假地点。1999年英国人花在国内旅游方面的费用约为482亿英镑。三天以内的短期休假是推动旅游市场不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人们用于这方面的开支达35亿英镑。另外，每年也有大量英国人去海外度假。2007年到海外旅游的英国人为6950万人次，共支出350亿英镑。其中，36%的人到法国和西班牙。接下来是突尼斯、波兰和拉脱维亚。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城镇及风景如画的乡村和沿海地区，对英国和国外的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旅游景点包括博物馆、画廊、历史建筑、纪念碑和剧院，以及购物、体育和商业设施。商务旅行在英国旅游市场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包括来英国参加会议、参观展览和商品交易会，以及莅临其他商务活动。基于步行、划船、爬山或其他爱好基础上所组织的各种节假日活动，变得越来越普及。

娱乐场所每年吸引的顾客超过3500万人次。阿尔顿堡是1999年英国吸引游客最多的娱乐城。2000年1月在伦敦格林威治地区建成的纪念新世纪开端的规模宏大的“千年穹”，是一个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新景点。在它开馆的头半年内，就有370万游人前往参观。2001年12月英国政府决定将它改造成拥有2万个座位的体育兼音乐场馆，大厦所在地的格林尼治半岛则改建为娱乐城。

二 旅游促销

英国旅游业发展较快，与它的多种有利条件有关。首先，它拥有巨大的国内旅游市场。英国人历来喜好旅游，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富裕程度提高，旅游度假已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逢节假日，人们就蜂拥而出旅游度假。其次，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交际语言，英国又拥有伦敦、伯明翰等著名城市和风光绮丽的农村，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雕塑、绘画等诸多古迹，因此对国外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据1996年的一项统计，英国是世界上第六个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第三，英国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主管英格兰的旅游事业，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地方议会则分别负责各自地区的旅游事务。政府支持的英国旅游局在2000～2001年度得到3700万英镑的赠予。它瞄准27个世界主要旅游资源市场（提供了外国旅英游客总量的89%），大力促进游客在英国的旅游消费；并积极推动英国旅游设施的开发，以满足外国游客的需要。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旅游机构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支持发展本土旅游，并和英国旅游局一起在海外开展旅游促销活动。此外，还设有政府支持的以民办为主的旅游组织。英国旅行代理商协会就是一个公助民办的全国性旅游托拉斯，它设有调研机构，研究和分析国内外旅游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发展旅游业的计划和建议。青年旅馆协会则经营着一个相当完备的旅馆网络，为年轻人及其家庭提供包括自己做饭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设施。政府还和旅游产业一起采取措施提高食宿和服务的质量与水平，解决该产业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促进商务旅行的发展；鼓励劳动技能开发的最佳实践活动；开展政府与产业界的交流等。金融危机也对英国旅游业产生了一定影响。针对这一形势，英国旅游局从2009年4月起，发起了一项耗资650万英镑、向全世界推介英国旅游的活动。另外，2012年即将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也是英国旅游市场发展的一个契机。

英国对旅游业的规划和管理十分规范化，富有特色。在英国任何一个名胜古迹，都设有“旅行者咨询中心”，负责向游客免费提供各种咨询、赠送图文并茂的旅游图，并帮助制定合理的旅行计划，预订旅馆和车票。为了适应不同消费层次旅游者的需要，英国旅馆业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最便宜的是路边店，既有简易干净的“青年旅馆”，也有相当普及的英式家庭旅社。中档消费水平的有全英连锁的汽车旅馆和自助式的“农舍旅馆”。高档的则有大酒店、星级旅馆、度假村等。要想既浪漫又经济的话，则有野营区、露天宿营区。这里既有整齐编号的房车群，也有帐篷和睡袋出租，它们大多淹没在树阴中，有的濒临大海，环境幽雅，十分浪漫。英国旅游部门还十分注意根据英国人的特点，经营旅游点。例如，英国人偏爱度假，喜欢选择一个度假点游玩、看书、休闲，不喜欢走马观花似地在各旅游点之间疲于奔命。因此，英国的度假地都非常注重文化品位，让游人在远离都市享受宁静的同时，能使心灵受到陶冶。再如，英国人非常喜爱远足，有关部门便在海滨、高原、峡谷、乡野开辟许多供人步行远足的路线。这些小路起伏蜿蜒，鲜花盛开，并设有座椅供游客休息，或安装有瞭望大海的栏杆。英国人还非常喜欢野餐，在英国几乎所有的旅游点都修建了野餐地。这里一般都有几十套木质大桌椅，供游人野餐、休息。人们可以一边野餐，一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

三 旅行代理机构

绝大多数到海外度假的英国人，都是从旅行代理机构处购买含交通与食宿费用在内的“一揽子休假票”。由旅行社代办的较近的度假地点有西班牙和法国；远途的像北美、加勒比海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随着机票的下降也变得日渐普遍起来。某些人喜欢独立旅行，旅行公司可以为顾客负责出行安排。全国约有85%的旅行代理机构属于英国旅行代理商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Travel Agents，ABTA）的成员。尽管大多数是小公司，但也有少数几家拥有数百家分支机构的大公司。近830家旅行营销商是英国旅行代理商协会的会员，其中约半数既是零售代理人也是旅游运营商。1999年旅行社与旅游运营业务的营业额为160亿英镑。来英旅行运营商协会（British Incoming Tour Operators' Association），是代表从事来英旅游业务运营商的主要机构。

四 著名城市简介


伦敦
 英国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也是英国的最大港口，年吞吐量约5000多万吨。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地跨泰晤士河两岸，面积1610平方公里；人口750万（2006年），居英国城市之冠。它有12个内伦敦市区和20个外伦敦市区，此外还有一座伦敦城，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伦敦还是英国最大的加工工业中心，尤以通用机械和电机业著称，此外还有飞机、汽车、精密仪器、炼油、化学、服装、造纸、印刷、食品、卷烟等工业。舰队街曾以集中了英国各大报纸及出版中心而闻名遐迩。众多的名胜古迹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成为英国旅游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伯明翰
 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12世纪时已成为英国重要的商业城市，16世纪开始发展工业。17世纪后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伯明翰遂享有“世界工厂”之美称。现尤以中小型工业著称，主要工业有汽车、自行车、摩托车、机床、电器等。此处颇多名胜古迹。


利兹
 英国第三大城市（据2007年的统计，居民人数为76.1万人）。利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16世纪已成为英格兰最大的毛纺织业城镇之一。工业革命时期，利兹充分利用它在交通、工程和制造业方面的有利条件，成为英国一个重要的机车制造和重工业中心。现代的利兹是西约克郡重要的商业和零售业中心，也是全国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设菲尔德
 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钢铁城市，不锈钢的发明地。16世纪至18世纪即以制造刀剑著称。19世纪中期为英国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优质钢和特种钢至今仍是其主要的产品，此外还有刀具、餐具、工具等传统工业，以及光学仪器、医疗器材、农业、化学、印刷、衣料、皮革、自行车和铁路器材等。首饰工艺亦很精湛。


曼彻斯特
 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及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素有“工业革命故乡”之称。它兴起于13世纪，16世纪中叶发展成为繁荣的纺织工业中心，19世纪末由于运河的开通成为英国第四大港口。主要工业有纺织、服装、印刷、食品加工、机械、化学、炼油等，但以金融、信息、旅游和文化产业为中心的服务业在其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利物浦
 曾是英国第二大港口，主要的工业中心。15世纪该城即成为英国重要的贸易港口，18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19世纪成为英国棉花和棉织品贸易的主要港口。2004～2005年该港的货物吞吐量达3200多万吨，创历史纪录。工业有造船、机器制造、电气仪表、喷气发动机、化学、汽车、食品等。利物浦的海上、陆地和航空交通都很方便。


爱丁堡
 苏格兰首府，英国主要的财政中心和运输枢纽之一。18世纪时是欧洲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中心，有许多世界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医生和发明家诞生于此或在这里读书、工作，故有“北方雅典”之称。工业有钢铁、化工、轻工、造纸、电子、电缆、玻璃和食品等。


格拉斯哥
 苏格兰主要的海港和工业中心。19世纪时建立了造船、钢铁、机器制造和纺织等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展了电子、雷达和炼油及后来的食品、饮料、烟草、印刷等工业。该市的造船业很发达，占英国总产量的1/3，为全国第一。


加的夫
 威尔士首府，位于塞文河河口，是英国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和工业中心。20世纪初，因其煤产量丰富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港。之后由于煤炭的贸易量急剧减少，使其采煤业迅速衰落。加的夫是威尔士的最大城市，主要的商业和服务业中心。它拥有较多的著名古建筑，尤以古堡、教堂最为出名。


贝尔法斯特
 北爱尔兰首府。北爱最大的港口、铁路枢纽，主要的工商业城市。贝尔法斯特的港口可开进海洋巨轮，它与英格兰、苏格兰西岸的各港口之间保持定期通航。贝尔法斯特曾以造船和亚麻工业发达著称。巨型游轮“泰坦尼克号”就是在此地建成下水的。17世纪时这里曾是世界最大的亚麻工业中心。贝尔法斯特还是北爱的文化中心，建于1845年、著名的北爱尔兰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就设于此。


朴茨茅斯
 英国南部沿海重要的商业港口，建于12世纪。16世纪中期开始建造军用船只，19世纪中叶成为重要的海军基地。旅游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此外还有造船、航空、化学和服务等行业。


剑桥
 世界著名大学城。13世纪初建市，市内街道狭窄而幽静，古典式的教堂、博物馆等建筑几乎随处可见。位于本城的剑桥大学创建于1209年，是世界最古老的著名高等学府之一。工业较少，有建筑、印刷、面粉、水泥等。


牛津
 英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中心，世界著名的大学城，拥有众多的图书馆、天文台、博物馆等。位于本城的牛津大学建校于1168年，历史悠久，历来为各国学子所向往。市内多各种塔状建筑，故又有“塔城”之称。工业有汽车、炼钢和电器等。

五 旅游景点简介


大本钟
 英国有名的古钟，位于泰晤士河畔，建于1858年，钟重14吨，直径6.7米，时针长2.75米，分针长4.27米，钟摆重305公斤。从1923年起，通过广播将大本钟根据格林尼治时间发出的钟声传播到全世界。


白金汉宫
 女王在伦敦的王宫，始建于1703年，因白金汉公爵所建而得名。1761年被英王乔治三世为其妻买下，故又称“女王宫”。1838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白金汉宫便成为历代君王的住处，后来又成为国王接见和宴请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使节，并召见本国首相和大臣之处。宫前御林军卫士的换岗仪式早已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一大景观。


格林尼治
 英国原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地，世界计算时间和地球经度的起点，位于伦敦东南泰晤士河南岸。15世纪初，英国摄政王汉弗莱在当地的小山上修建了一个瞭望塔，用以观察进入伦敦的船只。1675年英王查理二世在位时将其改建成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1884年国际天文工作者在华盛顿的国际经度会议上决定，以经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并以此地为“世界时区”的起点，据以校准时间。1948年皇家天文台迁址，原址改为航海博物馆的一部分。


海德公园
 著名的皇家公园，以园内的“演讲者之角”而闻名于世。它位于伦敦市西威斯敏斯特区，占地340英亩。演讲者可以自由阐述政见、评议乃至批评时政而不受任何限制和干涉，故该角被看做是西方的“民主之窗”。园内的游览点还有艾伯特雕塑像等。


伦敦塔
 伦敦的著名古迹，于1097年威廉二世时建成，位于伦敦市内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塔桥附近。它原用于保卫和控制全伦敦市，由占地18英亩的庞大建筑群组成，以27米高的白塔为中心，内城墙有13座塔楼，外城墙有6座塔楼、2座堡垒，四周有护城河，系由内外两部分组成的防御要塞。17世纪前为王室住地，后曾为国家监狱，现为收藏文物的博物馆。


伦敦塔桥
 英国著名桥梁之一，位于伦敦泰晤士河上，建于1886～1894年，因桥身系由4座塔形建筑连接而得名，历史上有“伦敦的门户”之称。中间桥墩上的两座主塔高140英尺，两塔之间的跨度为200英尺。桥分上下两层，下层桥面可以自动开合，平时通车，桥桁开启时还可通过万吨级船只；上层为一条宽阔的悬空人行道。塔桥和附近的古城堡的塔群交相辉映，成为泰晤士河上有名的一景。


大火纪念碑
 为纪念1666年伦敦的一场大火而建，位于伦敦市内大火起始地附近的布丁港。高202英尺的碑柱顶端有四边形瞭望台，中央的圆柱托着镀铜的葫芦状火苗柱头，象征当年的火灾之源。


圣保罗教堂
 伦敦的著名教堂，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纽盖特街与纽钱吉街交界处，为604年圣奥古斯丁以来的伦敦主教的坐堂所在地。现有教堂是由英国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在1675～1710年按竖长横短的十字架形设计建成。教堂主体是一座两层十字形大楼，中间拱托高100多米的穹隆圆顶。该教堂为英国人的精神支柱，人们把它看作为火焰中飞舞的凤凰再度升起的地方。


特拉法尔加广场
 又称“鸽子广场”，位于伦敦市中心。1840年为纪念英国杰出的海军将领纳尔逊而建，并以他战斗过的地方命名为“特拉法尔加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纳尔逊纪念碑，碑为圆柱形，高56米，顶端立着5米多高的纳尔逊身着军装的雕像。在纪念碑周围和喷水池旁经常有无数鸽子与游人嬉戏，故该广场又称“鸽子广场”。


温莎堡
 王室行宫，位于伦敦以西22英里的温莎镇，濒临泰晤士河南岸。11世纪“胜利王威廉”在此修建木质结构城堡，即为温莎堡之初，迄今有900多年的历史。亨利一世时首次成为王室住地，后经多次修建和扩建，现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城堡，占地13英亩。历史上是一些英王的出生地、举行婚礼的场所、囚禁处和墓葬地。1917年起，王室以温莎命名，称“温莎王室”。


议会大厦
 又名“威斯敏斯特宫”，通称“英国议会大厦”，是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所在地。自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以来，这座风格独特的哥特式建筑便成了英国政界商讨国家大事及制定法律的场所，也是英国各政党论战的讲坛。该大厦始建于都铎王朝时期，现有建筑是1950年建成的。


马克思墓
 卡尔·马克思流亡英国时，长期定居伦敦，逝世后安葬在伦敦市北区海格特小山上的一个公墓内。长方形的墓碑上有青铜雕塑的马克思头像。来自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来此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表示敬意。

上述景点均在伦敦市及邻近地区。英国作为一个著名的世界旅游胜地，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如：苏格兰的历史名城爱丁堡、阿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城的莎士比亚故居、索尔斯伯里平原上的古巨石阵遗迹等。

第七节 对外经济关系

英国素称以贸易立国。几百年来，外贸对英国的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17世纪末，英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市场上的优势。18世纪又取得了北美和印度的市场。到19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在世界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从此时起到20世纪初年，英国出口的工业品大约占世界的一半。因此英国一直把对外贸易看做是它的生命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进、出口贸易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及至二战前，其进、出口贸易都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外贸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88年同1950年相比，38年间的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24倍。但是，除个别年份外，却连年出现逆差。加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大都超过了英国，致使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一降再降。1950年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为10%）；1962年下降到第三位（其所占比重为7.7%）；1970年又降至第四位（比重为6.2%），1980年再降到第五位（比重为5.5%）。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原殖民帝国时期形成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已不能适应帝国瓦解之后的新形势；英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高，竞争力相对较弱；受海外投资丰厚利润的影响，国内资金大量外流，影响国内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并转移了本国一部分出口值等。

尽管如此，英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保持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英国作为一个居民仅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1%的国家，至今仍是世界上第五大贸易国，1998年提供了世界上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的约5.6%。英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程度在世界7个经济大国中属于较高的，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引资国。英国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是较高的，比重为28.7%（2006年统计数据），其人均出口值高于美国和日本。有鉴于对外贸易对其经济的重要性，英国历来坚持推行自由、公开、多边以及不断扩大世界贸易的政策。为此，它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积极开展活动，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而努力。英国为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使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制度得到适当的贯彻执行，并通过它谋求在减少贸易壁垒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一 对外贸易

2006年，英国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值为3604亿英镑，其中商品出口值2445.42亿英镑，服务出口收入为1158.58亿英镑；进口值为4013亿英镑，其中商品进口值3282.33亿英镑，服务进口支出为730.67亿英镑。在贸易中，商品再出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调查，英国有将近一半的进口商品搞再出口。


商品贸易结构
 英国历史上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出口国和粮食及原料的进口国。在1970年，制造业产品占货物出口的84%。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北海石油出口的增加，制造业产品出口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到80年代中期降到67%左右。但之后制造业在商品出口中的份额又有所增加，1999年高达86%。不过，在这30多年间英国的制成品进口增长迅速。在1970～1999年之间制成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25%上升为61%，而原材料进口所占的份额则由15%降至3%。自1982年以来，制造业的进出口从未有过盈余。食品、饮料和烟草进口所占的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呈下降趋势，1999年降至不足9%。主要原因是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不断提高，以及粮食开支在居民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显著下降。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北海石油在英国进、出口格局的变化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从1980年起到2004年为止，英国的石油出口额持续超过进口。1985年英国的石油贸易创下了80亿英镑余额的历史纪录。由于原油及石油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英国燃料的出口量1995年超过1975年的6倍，而进口仅相当于1975年的60%。燃料在出口中的份额到80年代中期已从1975年的4%上升到22%，但到1995年又回落到6%；在进口中的份额则从1975年的19%下降到80年代中的13%，再降到1995年的3.5%。1999年英国石油和石油产品贸易上的盈余达46亿英镑。由于英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日渐枯竭，从2003年开始英国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进口量急剧增加。2005年英国的石油进出口第一次出现赤字，差额为22亿英镑。2008年英国石油贸易的赤字则达56亿英镑。

2006年英国主要出口商品为电机与电气产品、机械设备、矿物燃料、汽车及其零件、药品、珠宝及贵金属、光学仪器、有机化学品、航空航天器及零件和塑料制品等。其中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出口额为802.1亿美元；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的出口额为710.8亿美元；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的出口额为427.8亿美元。

2006年英国主要进口产品为机械设备、电机与电气产品、汽车及其零件、矿物燃料、珠宝及贵金属、药品、光学仪器、塑料制品、航空航天器及零件和有机化学品等。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仍占据进口商品的第一位，但同比仅增长3.1%。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进口增长较快，为22.9%。而珠宝、贵金属及其制品的增幅达65.2%。


主要出口市场
 历史上，英国的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1950年，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39%，西欧国家占30%，北美为13%。现在，英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0年，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占其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均为70%；到1995年，这一比例已分别上升到80%和83%。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前一年，它与1995年后至2004年前成为欧盟成员国的14个国家的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40%。到1995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57%。

另据统计，1999年英国同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2%和85%。它与欧盟伙伴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其总额的相应比重分别为54%和59%。欧盟目前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7年分别占英国出口额的57.9%和进口额的54.7%。

1999年，在英国最大的10个出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有8个，其他2个是美国和日本；10个主要商品进口国中，欧盟占7个，剩下的3个为美国、日本和瑞士。2007年英国前四位最大出口市场为：美国（13.8%）、德国（13.7%）、法国（7.7%）和爱尔兰（7.4%）；前四位最大进口市场为：德国（14%）、美国（8.5%）、荷兰（7.4%）和法国（7%）。

英国的外贸地理分布格局近年来发生了一些较重要的变化。日本已成为它第十个最大的出口市场，从日本的进口也不断增加。英国对亚洲的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对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泰国的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进出口控制
 为了限制生产和生活资料进口值的大幅度上升，英国于1948年实行进口限额和许可证制度。1964年又对大多数进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征收15%的临时附加税（1966年取消）。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便执行内部的统一规定，放松进口管制。1974年，由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竞争加剧。英国又对一些商品施加进口限制，如食品、钢材、纺织品、服装、电器耐用品等。1979年，除对少数商品仍实行进口限制外，大部分已取消。

然而，英国和欧盟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对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钢产品，都有一定的限制。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限制是受多边纤维制品协议安排的约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此类限制已经取消。

此外，根据联合国的规定，英国或是从制裁、禁运出发，或是出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及动植物保护的考虑，把下列物品列入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名单，军品、核材料、某些毒品、爆炸品，以及某些农产品、园艺品和食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始终执行鼓励出口的政策。除谈判签订各种双边和多边国际协定外，英国还通过设立专门的贸易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利用政府官员出访、组织各种贸易代表团和考察团出访、举办商品展览会等方式，帮助出口商开发国外市场。1961年在贸易部内专设了出口信贷保证部，对出口商提供包括客户拒付货款、战争、生产费用意外上涨等各种风险的信贷保证。1964年又以出口回扣形式，给汽车、机械和酒类的出口商退还一部分间接税。

但是，有时出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需要遵守国际协议或制裁行动等考虑，英国也对某些战略物品的出口实施控制。大多数控制适用于世界范围；不过，由于受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协议的约束，有些制裁和禁运只适用于某些特别的国家。还有一些出口控制涉及常规军备以及军民两用的工业产品。对某些军民两用产品的控制名单必须得到澳大利亚集团、核供应集团和导弹技术控制体系等三个组织成员国的批准，英国是这三个组织的成员国，其目的是防止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和导弹发射系统的扩散。

二 国际收支状况

国际收支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的各种经济往来而产生的货币收支对比情况。国际收支一般分为两大项，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包括贸易和非贸易两部分，前者是指商品进出口的货款收支；后者则含运输、金融、保险、旅游、利息和侨汇等方面的非贸易收支。资本项目系由资本的转移以及获得和处置非生产性与非金融资产（如著作权）所产生的收支项目所组成。另外，在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财务状况”栏目。它含各种投资（直接投资、有价证券和其他投资）和官方储备资产（黄金、外汇和特别提款权）的收支情况。

英国的国际收支通常是以经常项目，即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两部分的收支综合平衡状况来衡量的。无形贸易是与有形的商品进出口贸易相对而言的，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际运输、旅游、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等方面的劳务收支；二是英国在海外和外国在英国的投资所得，包括利息、利润和股息；三是政府间的赠款、居民汇款，以及移民随身携带的财物等财产转移。

英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在商品贸易与劳务出口方面曾长期名列前茅，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帝国及其殖民体系拥有世界上1/3的贸易市场，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世界首位。从1816年到1938年的123年间，除11年外，英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都是顺差。二战后，随着英国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不断削弱，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份额迅速下降，其国际收支状况也日益恶化。从1946年到1979年的34年间，有一半的年份出现逆差。自1950年至1979年，赤字累计达280多亿英镑。1980年以来，由于北海石油大幅度增产，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从1980年到1983年英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连续4年出现顺差。从1984年到现在，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4～1989年，经常项目赤字逐步上升，到1989年高达255亿英镑（占GDP的4.9%）；第二个阶段为1990～1997年，这一阶段经常项目赤字逐步减少，1997年时仅为100亿英镑；而从1998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经常项目赤字又节节攀升。2007年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了526亿英镑，创历史最高纪录，但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低于1988年和1989年，为3.8%。其中，商品贸易收支逆差为893亿英镑，而服务贸易则为418亿英镑的盈余；投资收益为93亿英镑；而经常项目中的资金转移则为137亿英镑的赤字。

英国经常项目收支的特点是，商品贸易赤字的相当大一部分通常系由无形贸易的收入盈余来弥补，因此无形贸易对英国的国际收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这一特点又是同英国拥有发达的国际金融、保险、航运（海运和空运）等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服务业分不开的。此外，英国大量的海外投资和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也为它赚得了不少利润和收益。从1948年以来，英国无形贸易的净收入持续增加。据统计，1948～1985年英国的无形贸易净收入增加了30多倍，无形贸易收支的盈余累计达465.99亿英镑。因此战后以来，英国尽管在商品贸易上的赤字越来越严重，然而无形贸易方面存在的大量盈余，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或缓解了有形贸易所造成的英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不过，近年来无形贸易中政府部门的劳务、利息、资金转移等支出日益增加，也给英国国际收支的前景增添了不利的变数。

三 资本输出与利用外资

英国拥有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对资本的内外流动不存在限制。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对外投资国（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报告，1999年英国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同时也是欧盟内吸引外来投资的主要国家。政府鼓励英国企业家投资海外，也欢迎外国企业家来英国投资。因为对外投资有助于拓展英国的出口市场，又可获得投资收益；而引进外资则能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方法，对维持就业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截至1999年底，英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累计资产总额为4185亿英镑，外国在英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2431亿英镑。到2006年底，英国的海外有价证券投资总额为15600亿英镑，外国在英国的有价证券投资总额为16200亿英镑。据2007年底统计，在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欧盟所占份额为38.5%，美国为23.4%，亚洲和非洲分别占6.69%和3.43%。而在外国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美国为29.7%，欧盟为41.3%。

始发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的海外资产及外国在英国的投资都被严重殃及，出现了资金的大量逆向流动。英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的海外直接投资2007年为1361亿英镑，2008年则缩水为603亿英镑；外国在英国的直接投资2007年为982亿英镑，2008年则降至524亿英镑。英国在海外的有价证券投资2007年为920亿英镑，2008年的净值为1320亿英镑的逆向资金流动；外国在英国的有价证券投资2007年为2087亿英镑，2008年的净值为2575亿英镑。英国在海外的其他投资2007年为7471亿英镑，2008年的净值则缩水为3471亿英镑。


对外投资
 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资本以生产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形式向殖民地、附属国和其他国家输出。到1913年，其国外投资总额已达40亿英镑，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海外私人直接投资居世界之首。二战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战时英国在海外的资本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战后美国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英国的领先地位在战后已被美国所取代，退居世界第二位。

二战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以后，英国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加快。1960～1973年的13年间，英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6.4%；1973～1984年的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1.1%。英国的增长速度虽然不如德国、法国和日本快，但投资的绝对额在西欧国家中一直居于首位。英国资本输出出现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从70年代前期到80年代初英国经济连遭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大批企业倒闭，国内投资环境十分不利；同时英镑地位急剧衰落，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财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这样，英国资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便积极寻求向海外发展。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的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如1979年废除外汇管制），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更呈空前的活跃状态，英国公司在海外频繁进行并购活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英国对外投资额可与美国、日本媲美。但随着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英国对外投资也相应大幅下降，不过很快又急剧攀升。2000年英国全年对外投资总额达1690亿英镑，为历史最高。据联合国贸发会《2007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2006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794.57亿美元，在欧盟国家中排第三位。

战后初期，英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英联邦国家。20世纪50年代，英联邦国家在英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但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4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4.69%投在了英联邦国家，1980年这一比例降为32.2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美、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大幅上升。从1962年到1980年，西欧在英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3.37%增加到26.2%。同期，北美所占的比重从23.06%升至34.18%；其中美国所占的比重由8.85%增至28%。1980年西欧、北美在英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合计高达6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出现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却有了迅速增长。美国成为英国公司对海外投资的最大市场。如1986年英国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803亿美元，占其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50%。1988年英国投资者共收购400多家美国公司，在全美外国投资中独占鳌头，相当于外国在美投资总额的65%。英资大量进入美国，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文化语言相近，以及美国政府大力推行吸引外资的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英资希望借此获得美国的技术、管理和销售技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已转向发达国家，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英联邦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说来，在英联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利润率要高于在发达国家投资的回报率。因此，尽管由于政治和社会动荡等原因，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有较大的风险，但英国资本依然不愿意放弃这一传统海外投资市场。英国对外开发援助也一直是以英联邦的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其援款主要用于发展当地的农业和采矿业以及修建道路、开辟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英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进口来源和更大份额的出口市场。


利用外资
 二战后随着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加速，在英国的外国公司发展很快。近年来许多世界级的公司纷纷在英国投资设厂，将英国作为它们在欧洲的生产基地。英国是公认的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欧盟成员国（吸引了外国在欧盟投资总额的约1/3），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英国拥有1.8万多家外资企业，其中美国约5000家，日本1000多家，德、法共有3000家，还有许多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到2009年3月，英国已累计吸引外资1348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9%。2008～2009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新增就业岗位3.5万个，并维持了原有的4.3万个工作岗位。外资对英国经济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们提供了英国全部制造业工作岗位的18%、净产值的24%、投资的32%，以及英国出口总额的约40%。现在，英国拥有美国和日本对欧盟投资总额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美、德、日三国海外投资的首选地。2005年，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国，当年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为1078亿英镑，其中，荷兰是最大的投资国（512亿英镑），接下来是美国（156亿英镑）和法国（96亿英镑）。2006年略有下降，为758亿英镑。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为收购、兼并现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建立科研基地或跨国公司等。英国在吸引外国公司投资于知识经济相关产业部门，例如电脑软件、因特网、电信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做得特别成功。其他外资集中的部门还有汽车制造、医药和生物技术，以及金融服务业。英国在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吸引外资方面，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上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395.43亿美元，美国成为对英最大投资国，其他主要投资国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爱尔兰、挪威等。

英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主要原因有：（1）英国制定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如外资企业享有国民待遇，投资领域不受限制，实施有利于投资者的新劳工法和税法等）。（2）英语作为广泛使用的国际商业语言，使外来投资者易于融入英国社会。（3）英国拥有先进便利的交通通信系统以及伦敦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享有的优势地位，为外资进入英国市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4）英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对外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5）英国社会相对稳定，工人有较高的劳动技能和素养，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这些也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

四 中英经贸关系

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的传统贸易伙伴。新中国成立后，双方的有识之士就积极建立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两国建交时，英国一直是中国在西欧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正式建交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有了更快的发展，贸易额由1980年的7.64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0.27亿美元。90年代以来，特别是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后，中英经贸关系更是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7年英中双边贸易额为58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5%。目前英国是欧盟第三大对华贸易伙伴，中国是英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7年中英双边贸易额达到394.3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中国出口316.6亿美元，同比增长31%；进口77.8亿美元，同比增长19.5%。2008年中英双边贸易额更达到创纪录的456亿美元。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访英时，双方一致同意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类别有：机电产品、废旧物资、珠宝及贵金属、混合药品等，其中机电产品占48.25%。英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别有：机电产品、家具玩具、服装箱包，合计占从中国进口总额的60%左右。

在双边贸易增长的同时，英国对华投资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目前英国是欧盟最大对华投资国，中国是英国第九大投资国。截至2008年9月，英国在华累计投资项目共6016个，协议外资金额285.7亿美元，实际使用153.4亿美元。目前，已有7家英资银行在华设立12家分行、4家支行、10家代表处和1家总代表处，另有4家英资保险公司及1家再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营业性机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于2007年3月成为内地首批完成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2008年1月，伦敦证券交易所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大量的对华投资表现了英国政府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促进了双边经济合作，带动了英国对华出口，特别是技术出口。

英国又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投资目的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目前已有350多家中国企业落户英国，68家中国内地公司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另外，中国7大银行也都在英国设有分支机构。此外，中英两国还有一些重大的合资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壳牌公司和中海油合资的广东惠州南海石化项目、BP上海90万吨乙烯项目等。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额达40亿美元，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两国政府间的财政合作也进展顺利。英国政府向我国提供商业出口政府贷款，提高了英国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支持了我国一批建设项目，主要领域包括化工、纺织、交通、电力、电信和食品加工等。英国对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态度也比较积极，对华投资区域正逐渐从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展。从1996年开始，中英两国之间建立了政府间经贸联委会机制，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定期就双边经贸关系问题进行磋商。2008年，中英首次举行了副总理级的经济对话。

中英经贸关系近年来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应该看到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也还存在着一定问题：第一，贸易不平衡问题。由于英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加剧，英方经常在中英双边对话会议上提及贸易不平衡问题，要求中国加大从英国的进口；而中方则希望英国放宽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第二，尽管中英双边贸易发展很快，但与中国在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外，英国近几年对华投资增速放缓，虽然目前仍保持欧盟对华最大投资国的地位，但按单年对华投资额计算，已落后于德国。第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由于英美关系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的立场相对于德国和法国而言与美国更为接近。这种态度无疑将影响到中国相关企业和相关产品向英国的出口。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中英贸易额，相对于中国同美、日、德等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来说，显得过小。这是同英国的经济实力和中英两国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不相称的。

第八节 财政金融体制

财政是国家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英国政府内主管财政的是财政部。政府各部门的概算必须经财政部核准和内阁讨论后，方可提交议会。英国议会对国家财政实行监督，由下院具体执行，上院无权过问、也不能否决。对政府预算执行中与执行后的稽核，系由女王任命的下院官员——督察长和审计长负责。

战后以来，英国的财政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前20～30年内，英国两党政府基本上奉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需求管理的政策思想，重视财政政策先于货币政策，热衷于推行宽松的财政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以后，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英国国内主导的经济理论与政策思想。货币主义强调货币政策居于优先地位，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政府开支，减少需求，解决通胀问题。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尽管对前任政府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侧重点有所变化，但也十分重视控制通胀率，强调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继续推行适度从紧的健康的财政政策。

二战后英国的财政支出长时间呈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20世纪50年代的39.4%升至1984年的53.3%。8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实施控制财政开支、压缩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公共财政战略，情况有所改善，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80年代初期的47%以上降至1990～1991年度的40.5%。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导致这一比重再次上扬，但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变。尤其是工党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公共开支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1999～2000财政年度，英国政府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了不足38%，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由于工党政府上台之前的承诺之一是改善公共服务，因此，在随后于2000年7月完成的《财政开支综合审查报告》中，就将公共开支预算增加了430亿英镑，以用于改善医疗、教育和交通等部门的情况。因此，从2003年开始，政府公共开支不断增加，2007年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共计394亿英镑，相当于GDP的2.8%；政府债务总额6188亿英镑，相当于GDP的43.8%。而且，更为严重的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信贷危机的影响，英国金融服务与住房部门的增长均大不如前，从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减缓、财政压力加大。欧盟2008年上半年已对英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提出警告，预计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其占GDP的比例将达到3.3%，这将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20世纪70～80年代，英国通货膨胀幅度剧烈波动。通胀率1980年5月曾达到20.8%的最高峰。但撒切尔政府推行的自由化改革对治理通货膨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自1993年以来，通胀率一直在2%到3.5%的幅度内上下摆动。尤其是工党政府1997年上台执政之后的10多年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以CPI为标准）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2002～2005年均在2%这一官方预期目标以下。但从2006年开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就开始超出了2%（2006年和2007年均为2.3%）。在2008年开始的全面经济衰退中，英国先是经历了物价急剧攀升；后在通货紧缩的威胁下，消费物价指数又呈明显下降的趋势。2008年4月份英国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8月份上升到4.4%，9月份则升至5.2%。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经济不景气使得人们的收入缩水，物价上涨，英国民众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商店纷纷推出大幅降价的促销活动，廉价品销售出现旺盛。2009年3月英国消费物价指数为2.9%，4月份更降至2.3%。以可进行国际比较的通胀率衡量，2009年3月英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为2.9%，高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1.3%的水平。

一 中央政府的财政

财政作为国家的一个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福利、国防以及对外贸易都起着重要的干预和调节作用。财政的这种职能是通过一年一度的国家预算实现的。英国财政年度的起讫日期是从当年的4月1日到翌年的3月31日。

在2006～2007年度，政府的财政收入为5191亿英镑，占GDP的39.2%，其中所得税占总收入的28%，国民保险费占17%，增值税占14.9%，公司税占8.6%。公共部门的开支为5501亿英镑，其中最大的项目是社会保障，为1318亿英镑，占支出总额的24%；其次是国民卫生保健占17%，再次是教育占13%。资助地方当局的支出为1038亿英镑，约占公共开支的19%。另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5月公布的数据，2007年英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为526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2008年英国财政赤字则降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

工党现政府曾为其财政政策提出了两条指导方针：一是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政府的借贷只能用于投资，而不得用来资助当前的公共开支，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原则”。二是公共部门的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该经济周期内应保持在一个稳定、适中的水平上。这就意味着当今的纳税人只支付目前的开支，这样就使公共开支受到严格的控制。

二 地方财政

英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预算。按法律规定，地方预算不纳入国家预算，由所在地方政权机关批准，不需要上一级或中央政权机关审批。地方预算有固定的地方税和地方经济收入。但在实际执行中，地方财政对中央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地方税在地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20世纪30年代的55%左右降至目前的10%左右），中央预算下拨给地方的补贴所占的比重则大幅度上升（目前为55%）。英国地方政府的开支约占国家公共开支总额的25%，开支的主要项目是教育、社会治安、个人的社会服务、住房、其他环境服务，以及道路和交通的建设与维护。资金开支的来源除中央政府拨款和地方税收外，主要是在相关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借贷，以及出售本地的土地和建筑物所得。地方政府每年的财政开支都要受到由英格兰和威尔士审计委员会指派的独立审计员的审计。地方选民有权参与并监督地方财政开支的审计工作。

三 税收

税收是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2006～2007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各项税收合计占总收入的76.8%（不含国民保险费，若加上国民保险费则为93.6%）。英国的税收以所得税占首位，增值税第二，消费税居第三位。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收入所征的一种累进税，收入越多，税率也越高。增值税是对商品或劳务征收的一种支出税，在生产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予以课征，最后一道税收由消费者负担。消费税是对石油、香烟、酒类、赌博以及汽车执照等方面支出所课征的税收。英国税收名目繁多，除上述种类外，还有公司税、石油收入税、资本收入税、资本转移税、车辆和印花税等。除此之外，作为福利国家重要内容的社会保险，是由政府专门设立的预算外国民保障基金管理。国民保障基金收入的半数以上来自国民保险费，绝大部分系由雇主和雇员交纳。工党政府推行的税收改革，其总的原则是：（1）鼓励每一个公民就业并积极寻找工作；（2）促进节约（储蓄）和进行长期投资；（3）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在1999年3月的预算中明确规定，税收改革旨在鼓励工作、提高生产率、保持环境，尤其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如贫困家庭和儿童。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1）降低所得税率——从1999年4月开始，新的起征税率为10%；而基础税率从2000年4月起降至22%，这是近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2008年4月1日起，基础税率又降至20%，个人所得税的年度免税额也从5225英镑提高到5435英镑。（2）对国民保险费的交纳作重大改革，从2001年4月起，低于一定收入标准的人（约90万人）可免于支付。（3）从2001年4月起，实行新的儿童税收津贴。（4）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领养老金者，包括较高的个人税收津贴，提高冬季燃料津贴（从20英镑增加到100英镑），以及增加领养老金者的最低收入保证。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税收是较低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近十多年来呈下降趋势。在1986年至1996年间，英国的税收和社会保险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7.5%下降到35.5%，2009～2010年度将下降到33%左右。而同期内欧盟的这一数字则从40.4%上升到44.4%。

四 公共债务

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后，英国国债开始激增。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影响下，政府财政赤字长期化，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恶性膨胀。据统计，在1946～1984年的39年中，有财政赤字的年头就有33年。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强调紧缩财政开支，情况有所改善。但随着90年代初经济衰退的到来，财政赤字再度呈现增长势头。公共部门借款需求是反映国家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重要指标。不断减少公共部门借款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谋求实现收支平衡，是英国政府财政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英国政府自80年代以来坚持实施的中期财政战略，到90年代中期收到了明显成效，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主政后，在债务管理方面推出的一项重要变革，是将债务与现金的管理职责由英格兰银行转交给财政部；并专门成立了联合王国债务管理局，负责金边债券的销售和市场管理。1998～1999年度财政预算的经常项目实现了73亿英镑的结余。公共部门的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6～1997年度的44.1%降至1998～1999年度末的40.6%。2001～2002年度更降至3143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7%。不过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政府不得不实施庞大的救市和财政干预计划，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大量注资，政府财政赤字迅速飙升。2009年英国公共部门5月份借款总额达199亿英镑，创下自1993年以来单月借款额最高纪录。4月底公共部门的净债务为754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2%；而一年前该项数字则分别为6187亿英镑和42.9%。

五 投资

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后相当长时期内英国经济之所以增长缓慢，同其资本积累较低从而影响了固定资本投资是分不开的。同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相比，英国无论在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其资本积累率都大大低于这几个国家。在这几十年间英国国内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17%，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值是21%。不过8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这期间英国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了4%。在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中投资再度下降，但之后又有所改善。1963年至2006年，英国固定资本形成率维持在15%～22%的水平，平均固定资本形成率为18%。2007英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为17.8%，欧盟平均水平为21.3%，OECD国家平均为20.9%。相对而言，英国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就资产结构而言，机械设备和房屋建筑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住房，然后是交通运输设备、无形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的投资是固定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到1988年，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2000年以后，房地产市场迎来新的繁荣期，再次出现过热的迹象，房地产投资总量很快上升，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28.53亿英镑。另外，英国商业投资的增长势头一直比较强劲。例如，1965年仅为340亿英镑，到1980年时就增加到了448亿英镑，1989年达到758亿英镑；但此后开始下降，直到1996年才开始恢复，超过了800亿英镑；此后又逐年上升，2008年时达到1416亿英镑。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伊始商业投资就出现了下滑趋势。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英国商业投资为330.4亿英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8%，且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各个部门的投资均有下滑。预计2009年全年商业投资可能减少9%左右。

六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也称金融政策，系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在金融领域内所采取的方针和调控措施。英国的货币政策是由英格兰银行执行的。

英格兰银行开始时仅是作为一家法人团体，于1694年根据一项议会法案和皇家特许建立的，并于同年7月27日正式营业。由于它把全部资本120万英镑都贷给了政府，从而取得了货币发行权。到18世纪80年代，它实际上已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1946年政府正式取得了它的全部股本。作为英国的中央银行，它的任务是：服务于国家经济的有效运转，保持一个稳定而有效的货币和金融框架，支持政府实现持久的低通胀；维护货币的完整和价值；维护国内外金融体系的稳定；保证金融服务部门的有效性等。英格兰银行还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来管理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代表政府和其他银行从事外汇交易。1997年5月，工党政府执政后，对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大胆改革，授权它独立决定银行利率，不再受财政大臣的控制。

国家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相继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工具。英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下列诸项：（1）公开市场业务。英格兰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证券，来影响各银行在该行保持的存款余额，从而影响它们的贷款业务规模。（2）利率。利率是英国又一个传统货币政策工具。1971年以前，这一工具是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贴现率作为官方利率，其升降会引起整个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1972年英格兰银行的最低贷款利率取代了贴现率，它仍能同贴现率那样起带动市场利率变动的作用。（3）特别存款。特别存款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是减少银行的储备资产，降低其流动性比率。银行要恢复其流动性比率，就得卖出证券或紧缩贷款，从而达到控制银行贷款增长的目的。（4）储备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它要求银行按英格兰银行指定的形式保持某种资产即储备资产。英格兰银行通过控制储备资产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英格兰银行在对英国银行业实施监管方面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1979年通过的银行法授权英格兰银行审查和批准金融机构的设立。英格兰银行有权对由其颁发牌照的所有银行行使监督检查权。1987年通过的新的银行法，进一步加强了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权力和责任。不过后来新成立的“金融服务局”，已于1998年接替了英格兰银行在这一领域的职责。

七 金融监管

为使金融服务部门能进行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为其提供一个适合市场发展需要的规范化机制和适宜的架构，英国政府致力于改善金融市场的功效，以促进市场的发展，并使社会与投资者的利益得到相应的保护。财政部对金融服务的管理与监督负责，特别是负责对涉及银行、房屋互助协会、投资业务等操作规范进行立法，同时对保险和投资委员会实行监督。此外，长期以来，英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权一直高度集中在隶属于财政部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对银行的监管是由隶属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局负责的。为了适应金融全球化和欧元诞生的挑战，1997年，英国政府提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方案，将包括英格兰银行、证券和期货监管局、投资管理监督组织、私人投资监管局等九家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责移交给新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统一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九个金融行业的监管。2000年议会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法案规定，以完整的条例规章体系取代部分基于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确立新的单一补偿体制，设立统一的查弊体系，成立单一的仲裁法庭，并授权金融服务局处理市场的陋习和弊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英国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尤其是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例如，2008年10月英国政府颁布了银行业改革法案，核心是设立一项特别决策机制，该机制授予英国政府在银行陷入破产危机时出面进行干预，包括对即将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或将其转让给私营企业，或成立一家过渡银行来监管其资产等。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既包括银行，也包括房屋互助协会。另外，英国政府还计划增强金融服务局的作用，例如，可授予金融服务局更大的权力，在银行行为看上去动摇了整个体系的稳定时，金融服务局可以质询银行的条例，并命令其整改。

第九节 国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一 国民生活


基本情况
 英国经济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发展历程。一种广泛流传的印象是英国经济从此进入了持续滑坡的时期，似乎它仅仅是勉强地维持着，而且是在从一个危机蹒跚地走向另一个危机。但应该指出的是，英国经济的衰落只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其昔日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同别国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横向比较而言的。从纵向比较来看，英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充满动荡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坚挺上升的；在经历相对由盛而衰转折的同时，本身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新兴工业部门和新工业区发展起来，1935～193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比1910～1913年提高了75%。二战后英国经济保持了年均2%～3%的平稳增长，英国内生产总值1951～1999年之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5%；2000～2007年，除个别年份之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均在2%以上。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1950～197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20世纪前期任何一个10年的增长速度都快。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国家”的逐步建立，英国国民生活水平在20世纪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勃里格斯称，从1913年到1938年实际工资增长了50%，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了10%～14%。另一位学者朗特里根据自己的社会调查认为，1936年与1899年相比，工人阶级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1/3。二战后英国经济显示出一派繁荣景象，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20世纪50年代英国不仅实现了充分就业，实际工资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到10年便增加了约40%。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称，“我们的绝大多数人民从未生活得如此好过”；英国似乎实现了所谓的“丰裕社会”。2007年英国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为1.3万英镑，比1971年增长了1.6倍，年均增长率为2.7%。

的确，20世纪以来英国人的吃、住、用、行都较过去好多了。青年人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与提高。食品开支在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显著下降。从营养方面说，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比过去小多了，而水果、肉类、奶类制品的消费量则大幅度上升。家庭预算中用于购置住房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以及花在文化娱乐、休闲度假等方面的开支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为了刺激消费，政府鼓励推行分期付款的商品赊销制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私人住房和汽车；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各类家用电器的人就更多了。据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期间，英国家庭的消费支出差不多增加了2倍，住户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增长迅速。2007年，拥有家用电脑的家庭达70%，使用因特网的住户为61%，拥有卫星、数字或有线电视接收器的家庭达77%，拥有移动电话的用户达78%，固定电话用户为89%，使用中央供暖系统的住户达95%，拥有洗衣机的住户为96%，微波炉的用户达91%。总之，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此外，度假一项很值得一提。因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收入除了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外，还有了相当的余额可供度假休闲。2007年，英国居民在外度过一夜以上假日的休闲者达7680万人次，其中到国外度假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4540万人次。


居住条件
 住房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20世纪初，英国多数人的居住条件还相当差，空间狭小，没有厨房，没有卫生设备。为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以来的英国历届政府都把建设住房作为大事来抓。特别是二战后，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保守党政府，均把解决住房问题视为判断其业绩和争取选民的主要依据之一，使建筑业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工党政府曾提出每年建造24.7万幢住房的目标；而保证一年建房30万幢（后又定为40万幢），则成了保守党1951年政纲中最吸引人的内容之一。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住房建筑热潮推动下，英国的住房问题已基本获得解决。按英国现在的标准，平均每间房住2人就算住房拥挤。

二战后新建的住房大多是由地方当局在政府资助下建造的。20世纪50年代初住房总数中26.5%属于市政当局所有，1977年这一比例为32.1%。市政当局按比较优惠的条件向真正困难者提供住房。在贫困阶层中，租用市政公房的人比较普遍。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开始大力推行住房私有化，将地方政府拥有的公房卖给个人。据统计，1977年有54%的住房为居住者所有，到1987年底拥有私人住房者的比例已达64%。2003～2004年度，大不列颠有70%的住宅（1800万户）为个人所有。2007年这一比例进一步增至71%。

20世纪末，不少英国人为提高生活质量又开始在国外购房，构筑自己的第二家园。据统计，到2001年，已有大约10%的英国人在其他国家拥有房产。究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由于英国的阴雨日子多，许多英国人希望冬季能到阳光充足的南欧国家居住。其次，英国的物价贵，而近年来英镑的汇率又较高，英国人在其他国家购房能占很大便宜。因此不少英国老人退休后把国内的住房换成较小的，而用余钱在西班牙南部等处购置一套海滨公寓。到海外购房几乎已成为21世纪初英国人的一种时尚。


健康状况
 国民健康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进。1850年英国15%的初生婴儿活不满1岁，1970年这个比例下降为1.5%。2007年婴儿死亡率为4.8‰。1890～1970年，英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从44.1岁增加到69.6岁，女性则从47.8岁增加到75.8岁；2007年分别达到77.2岁和81.5岁。19世纪末英国最致命的疾病是传染病；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心脏病、循环系统疾病和癌症。


贫富差距
 财富分配上的不平均在20世纪有所缩小。1911年英国1%最富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69%，1946年已减少到50%，1977年则为24%。国家通过税收和福利救助体系对居民收入实行再分配，使高收入阶层的部分财富流向低收入阶层。194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1937年这样的财富转移达到2亿～2.5亿英镑，其结果是工人的总体收入提高了8%～14%，上层和中层人士的收入则减少了10%～18%。另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6～2007年度英国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原始收入年均为7.29万英镑，是收入最低的1/5家庭（年均收入0.49万英镑）的15倍。在通过税收、福利补助实施再分配后，二者的最终收入差距降为4∶1（分别为5.24万英镑和1.4万英镑）。从税收和福利补助再分配中获得净收益的阶层，包括单亲家庭、拥有3个以上年幼孩子的家庭和退休者的家庭。

尽管如此，英国的贫富悬殊还是相当大的。群众的生活虽然普遍有所改善和提高，但经济发展给工人带来的好处远低于资本家。从1951年到1964年的14年内（人称英国出现了“丰裕社会”的时期），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约50%，而资本家股票的实际价值提高了133%（如果加上股息的净收入则达225%）。而且在某些时候，如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有所扩大。据一项调查显示，在1979～1992年间，占英国居民20%～30%的最贫穷的人并没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其中10%最贫穷的人无论就实际水平还是相对而言都变得更加贫穷了。70年代，只有6%的人在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然而到1990年，处于这种处境的人已超过总人口的1/5。至于在财富拥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况则更为严重。1996年，英国10%最富有的居民占有各类家庭所拥有的市场财富总量的一半。2003年，占英国人口一半的居民只拥有各类家庭所拥有市场财富的7%；而仅占1%的最富裕人口则拥有英国市场财富的21%。2006～2007年度，约有1/4的英国家庭没有任何存款。另据欧盟1999年的一项统计，英国是欧洲国家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英国人工作时间长，而收入水平却比大多数其他欧陆北部国家的工资水平低。欧洲差不多有1/5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英国的这一数字接近1/4，可以与其相比的只有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英国36%的家庭说他们甚至没钱离家去度一周的假期。这一数字与德国、丹麦和荷兰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国家只有1/8的人表示无钱出去度假，而欧洲的平均数字是30%。

1997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以后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一项重要的奋斗目标。布莱尔首相表示要向触目惊心的儿童贫困现象宣战。社会保险大臣宣布了一系列对付贫困的措施，包括通过税收增加有儿童家庭的收入。英国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1990～1991年度达到顶峰，占人口总数的22%，以后有所回落，2006～2007年度为18%。约1/3的英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缺钱，还包括住房简陋、健康不良、教育水平低下和缺乏发展的机会等。布莱尔表示要经过一代人（20年）的努力，使儿童贫困现象彻底结束。工党政府的某些措施的确收到了一定成效，退休者和儿童的境况有所改善。据统计，1977年，51%的退休者家庭都属于居民中收入最低的界别。1996～1997年度，这一比例降至29%；此后10年中，大体上保持同样的水平。1977年生活在底层组别的儿童家庭占19%，1996～1997年度增至29%，2006～2007年度则降至25%。不过，英国消除贫困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英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工党执政的这些年内，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有所增加。2007～2008年度，英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96～1997年度的33上升到36，远高于法国（32）、德国（30）、意大利（27）和瑞典（25）等国，也高于欧盟27国的平均水平。2007年到2008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了30万，达到1100万。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尽管较1998～1999年时减少了50万，但仍高达400万。为此，工党政府已经放弃了2010年将儿童贫困人口削减一半的目标，但是承诺到2020年彻底消灭儿童贫困现象。

二 就业与失业问题


就业格局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劳工情况调查数据，2008年9～11月，英国16岁以上的居民中有3131.6万人在经济上处于活跃状态（意指处于就业或虽失业但在积极寻找工作的状态）。就业人口总数为2939.3万，其中男性为1583.9万人，妇女为1355.4万人。

妇女就业人数的增长，是英国劳动力市场最为重要的长期趋势之一。2000年春天，妇女约占英国全部劳动力的45%；家有5岁以下的小孩但经济上仍处于积极活跃状态的妇女所占的比率，在此前的10年间由48%上升到了58%（目前这一数字变化不大）。在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部门，半数以上的雇员都是妇女；而在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和交通、通信部门，将近1/3的职工也是由妇女担当。

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部分时间工作，而妇女则较男性更易于从事这种工作。2008年，16岁以上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占就业总人数的25.5%。约有41.8%的就业妇女在从事部分时间的工作，而男子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则只占11.6%。

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人们在逐步从体力劳动向非体力劳动的职业转移。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目前占就业人数的比例已达61%。

私人部门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由1981年的71%升至2008年的80.5%（2300万人）。1999年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自1979年以来第一次增至500万个，这主要反映了教育和国民保健服务部门较高的就业状况。2008年公共部门就业人口总数为580万。

2008年7～9月，英国约有120万人拥有2份以上工作；而140万人（占雇员总数的5.4%）从事临时性工作，其中约有1/3的人是因为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岗位而为之。这一数字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值。

人们在家里使用信息技术从事“远距离工作”，这种方式日益流行起来。2000年春天，英国约有31.2万人被界定为“远距离工作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基本上是在家里进行。如果将界限适当扩大，把以家庭为基地在不同场所进行工作和那些一周至少有一天在家工作的人也包括进去，那么这类工作者的人数将升至160万。

2008年第三季度英国约有380万人从事非受雇于人的独立工作（如店主、个体经营者、散工等），占就业总人口的13%左右。这类人员在农业、渔业和建筑行业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而在制造业和公共行政部门则相对较少。

就业岗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战后英国就业结构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据统计，截至2000年11月，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已接近2440万个，占全部劳动力工作岗位总数的83%。而像钢铁和造船业那样一些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则大幅度下降。在英国就业岗位总数中制造业所占的比例已由1955年的42%降至2000年3月的15%，2008年仅为10%左右。


失业问题
 失业是导致贫穷的重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之一，因为资本主义雇佣制度要求有稳定的劳动后备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英国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1921～1940年每年的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于100万，1931～1935年甚至超过了2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基础上推行充分就业政策，曾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失业率从20世纪50年代繁荣年份的略高于1%到60年代不景气年份的2.5%。在长时间保持稳定的高就业率方面，英国当时在西方大国中是比较突出的。英国在战后初期大约1/4个世纪内实现了相对的“充分就业”。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失业又成为英国社会经济中的主要问题。70年代下半期，失业人数平均每年为141.4万人，占雇用劳动力的5.9%。英国从80年代起经历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浪潮的冲击。1986年7月英国的失业人口曾达31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1.2%。之后失业人数有所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降至200万人以下。然而1992年又升至近30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又超过了10%。此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回升，就业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但2008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又步入了新的严重衰退。2009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为7.1%，年失业人数达到220余万。有研究报告称，随着金融经济危机的发展，英国的失业率到2011年时将达到9.6%，失业总人数将达310万人。

造成英国严重失业问题的原因，一是经济周期变动的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先后经历了1980～1981年、1990～1991年和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三次严重经济衰退，它们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峻、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导致大批企业倒闭或裁员，使失业人数急剧上升。二是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剧了失业问题的尖锐性和严重程度。80年代以来，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加快，一些被称为“夕阳工业”的传统工业急剧衰落，而依靠科技进步的新兴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但这些新兴行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弥补传统产业所减少或损失的工作岗位。此外，职业培训不够、劳动者素质不能完全适应高新科技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导致失业问题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近年来，尤其是在1992～2007年的经济连续增长期内，英国在西欧主要大国中被认为是就业形势较好的一个国家。据英国官方的统计，1997年10月，英国登记领取失业津贴的人数为46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5.2%，这是英国此前17年中最低的失业率。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所确定的标准进行的统计表明，英国1997年夏天的失业人数近20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7%；而1999年4、5、6三个月的失业人数则为18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6%，在西欧主要大国中是最低的。英国在欧盟大国中之所以表现突出，一是得益于英国相对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英国经济自1992年走出谷底以后持续稳定增长，而欧洲大陆国家由于经济周期与英国不同，当时仍处于低迷状态。二是得益于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欧洲被视为是最为灵活的，有助于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问题上采取积极灵活的态度。三是英国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为英国创造了许多工作岗位。

布莱尔政府上台后把解决失业问题放在政府议程的突出地位。工党政府提出了“从救济到工作”的“新政”计划。为了让那些长期没有工作或不工作的人走上工作岗位，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下列措施：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新的10%的所得税起征税率；实行“税收信贷”，激励人们寻找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帮助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和单亲父母就业；改革失业救济金发放制度，规定被解雇人员和18～25岁的失业青年必须在自愿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求职的前提下，才准许领取失业救济金；提供新的培训和就业机会等。工党政府主张把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相结合，强调劳动伦理，消除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依赖，鼓励人们自己养活自己。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到1999年3月末，有近13.76万名年轻人参加了“新政”计划项目，在业已完成项目的12.87万名年轻人中，有44%找到了无需补贴的固定工作。英国政府还设立了许多促进就业的机构。2001年建立的工作年龄局，承担起实现促进充分就业目标的主要责任。它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各类服务和帮助，监督改进各种相关的就业措施。全国性就业中心主要承担职业介绍工作，对各种年龄段的人以及残疾人都有提供帮助的具体措施，并且建立工作行动小组帮助人们学习基本技能和消除寻找工作的障碍。工作转换服务机制则向那些受失业影响的人员提供金融、就业选择、职业发展、经验兴趣能力测定和符合市场需求等方面的服务，并可进行市场最需要技能的对口培训。

工党政府采取的各种政策对于缓解失业问题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2004年8～10月，英国失业人口为140万，失业率为4.7%。此后英国的年失业率基本上保持在5%左右，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然而，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衰退，这对英国的就业造成了严重影响。2008年7～9月，英国失业人口达到180万人，失业率为5.8%。其中，长期失业者（失业时间超过12个月）为43.5万人。2009年第一季度，失业率达到7.1%，环比增长0.8%，同比增长1.8%，失业人口达到222万人，无论是从绝对人数还是增长率来看，都是自1981年以来最高的。2009年4月，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151万，创1997年8月以来的新高。

三 社会保障制度


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是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市场经济顺利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起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英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的缘起和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有人甚至把它的起源上溯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济贫法》。不过一般说来，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初。人们通常把1834年的新《贫困法》作为起点，认为它代表了国家干预社会问题的一个转折点。而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则是在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奠定的。这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导致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干预的极大强化。这个阶段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项目的迅速增加，建立了国民保险制度，提供养老金、病假和产假工资、失业金以及一些儿童福利。它使英国长期徘徊的社会保障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较为完整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是在二战后最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期。二战后工党政府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国民保险法》、《国民保健法》和《国民救济法》等一系列涉及人民生活福利的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国家的福利制度。它强化了国家在福利领域的责任，使社会福利制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网络。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福利制度的发展已达到了高峰期。这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承担的社会福利项目越来越多，社会福利开支空前膨胀。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政府已不堪承受社会福利开支的沉重负担，致使福利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保守党政府着手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开始改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福利不断增长的势头，出现了“非福利化”的政策取向。继前保守党政府之后，目前的工党政府也在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探索。


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英国福利国家的主体部分。英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将福利国家划分为五个部分：社会保障、国民卫生服务、住房、教育、个人社会服务。一般说来，英国“社会保障”概念的定义比较狭窄，其外延只限于收入性福利，它包括国民保险和非缴费性福利（社会救济和补助）。人们把医疗保健服务、个人社会服务、住房福利和教育称为实物性福利。这里我们介绍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包含了除住房和教育之外英国福利国家的大部分内容，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补助、国民保健服务、个人社会服务。

社会保险：英国从1948年起实行“国民保险法”，已逐步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旨在保护个人及其家庭免除因失业、年老、疾病或死亡而在收入上蒙受的损失，并通过公益服务以提高其福利。按《国民保险法》的规定，所有在离校年龄至退休年龄之间的公民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交纳相当数量的保险费；同时由国家和雇主注入大量资金形成社会保障基金，以满足社会保障的基本需求。按时交纳社会保障基金的人可以享受退休年金、疾病津贴、失业津贴、产妇津贴、寡妇津贴、工伤与伤残津贴和战争抚恤金等方面的福利，由基金支付受保人及其家属享受的各项待遇。

社会救济和补助：英国政府在1948年《国民救济法》的基础上于1976年又制定了《补充津贴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救济制度，旨在满足特殊阶层居民应付特殊困难的需要。救济的接受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社会补助制度是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另一种补充，内容主要包括子女津贴、家庭信贷、住房津贴和病残看护补助等。非缴费福利项目的受益对象主要是非劳动人口，在资金来源上系由国家财政拨款支付。

据统计，2008年英国有70%的家庭从国家福利获得至少一种收入（包括养老金和儿童福利津贴）；另外，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其收入的50%以上由国家提供。2007年，在英国家庭的全部收入中，有18%来自于社会福利。

国民保健服务：凡居住在英国的人，无须取得保险资格即可在免费或低费用的情况下享受相当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国民保健服务由三部分构成：（1）医院与社区医疗服务；（2）家庭保健服务；（3）中央健康与杂务服务。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项服务，它在2006～2007财政年度占到全部医疗保健服务费用的80%左右。国民保健制度所需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

个人社会服务：对象主要是老年人、残疾者、失去正常家庭照顾的儿童、精神病患者和有智力缺陷的人，由社会服务部门负责组织所属机构或其他社会团体予以照料。个人社会服务在福利支出中只占较小的份额。


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
 英国福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具有明显的特点。与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英国社会福利制度体现更强的集体主义，国家干预的范围较宽，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较大。同德国相比，英国福利支出虽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但仍然体现出较强的社会再分配，政府的作用明显较强。就再分配和国家干预的程度而论，英国与瑞典有着类似之处，尽管两国的福利支出差距较大，瑞典通过高支出实现再分配，英国则在较低的支出水平上谋求实现再分配的政策目标。

英国福利制度的特点之一是项目的完整性。英国早在17世纪初就已形成法制化的贫困救助，但其他项目直到20世纪才发展起来，到二战前基本上完成了项目的扩展过程。二战后，英国实现了福利项目的体系化，加强了原来比较薄弱的项目，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福利体系，使人们在一生中都能受益。对这个无所不包的福利体系，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对于医疗服务，英国国内外都有较好的评价，认为它使英国公民解除了疾病风险的顾虑，并像教育一样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从效率的观点看，英国这方面的开支比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低得多，说明资源利用率较高。对贫困救助的评价分歧也较少，但对其他项目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分歧最大的要属住房福利。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进行的福利制度改革中，动作最大的就是住房政策的改变。对失业保险也存在较多的争论，待遇高了可能会导致劳动者丧失工作动力；而待遇低了又使它同贫困救助之间的差距太小，不能显示失业保险项目的意义。在老年福利方面，争论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于老龄化的压力以及人们对老年保障制度认识上的变化，英国近年来逐渐强调补充制度的作用，有人甚至主张减少国家对补充制度的干预。

英国福利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向家庭的渗透较深，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家庭赡养职能。英国社会保险在待遇设计上的指导原则，往往不是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支付待遇，而是考虑到劳动者的家庭赡养情况把待遇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维持受保人的生活；另一部分维持受赡养人的生活。在这一意义上，国民保险待遇为受保人承担了赡养家庭的责任。社会福利制度的其他一些项目，则直接体现着国家对家庭赡养责任的替代。最典型的是提供给未成年子女的福利，无论家长收入如何，子女都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实际上是国家替家长承担了部分赡养责任。这些福利是从未成年人的某些基本需要出发而设置的，例如提供给婴儿的牛奶和尿布。未成年人的教育在历史上也是家庭的责任，教育的福利化使家庭这方面的责任逐渐转移给国家。在英国甚至连中、小学学生的午餐都实行免费。全民性的国民卫生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政府对家庭责任的替代。非缴费性养老金的出现，则表示国家代替家庭承担了赡养老人的部分责任。总之，二战后建立的福利体系，把国家的责任推向新的高度，使家庭的责任弱化，体现了国家与个人的直接联系。这是英国福利制度重要的标志之一。

英国福利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普遍主义的取向。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是社会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在福利领域，前者要求只有那些满足一定条件的群体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后者则是无论人们的特定条件如何，都有资格享受规定的待遇。英国国民保险待遇是与收入脱钩的，不管受保人缴费多少，都同样享受定额待遇，在受保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再分配。国民保险向受赡养人提供的待遇，则将受保人之间的再分配延续到他们的家庭。由于国民保险几乎覆盖了全部劳动者，通过受供养人待遇又将其延伸到几乎全部公民，因此，尽管它在形式上是社会保险，在实质上却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福利。英国的其他福利项目则更明确地体现着普遍主义，对受供养人提供的福利如此，国民卫生服务也是如此。

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第四个特点是政府在福利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重要的标志是政府的干预。但干预程度可以有很大不同，从主体上看，存在着个人、企业（或雇主）、社会和国家4个层次。英国比较强调国家的责任。在经费来源上，国民卫生服务、个人社会服务以及非缴费性的收入支持福利，基本上都是由国家通过税收承担支付的责任。国民保险要求个人和雇主缴费，是各国社会保险通常的做法，也是社会保险区别于福利形式的主要特点。但英国比较强调政府的责任，由国家提供一定的补贴。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或是承担了支出方面的责任，或是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提供待遇，两种形式都体现着政府直接承担的责任。在组织形式上，英国的福利制度完全由政府机构及公共雇员运作。英国国民保险直接由政府管理，成为政府的一个庞大部门。国民卫生服务不仅在行政上由政府管理，医院也由政府举办，其业务人员属于公共雇员。英国的社会组织在福利领域仅涉及“志愿部门”，而在制度化的福利体系内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近30年来，英国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持续改革。保守党政府在位18年间，在福利支付、福利补贴和福利法规三大领域全面让权给私营部门，扩大了福利供应领域的市场经济成分。推动英国政府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是：（1）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与普及，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人均寿命延长，人口日益老龄化。这不仅使退休金和养老金的支付大幅度上升，而且还使得提供社会保险费收入的人数及其能力下降。（2）老年人保健费用的增加和先进医疗设备的应用，导致国家医疗保健支付的剧增。（3）大规模、长期失业队伍的存在，使就业培训和失业津贴的费用上升。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扩大快于经济的增长，使社会保障费用占政府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给英国政府造成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日趋突出的负效应，也是推动英国政府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对保证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维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容易造成一种社会观念，即“福利依赖文化”，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养成坐享其成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保守党政府近20年的改革，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普遍性原则”有所软化，“有选择性原则”得到加强。以往，不分贫富均可享有社会津贴。如今，政府发放津贴的着眼点是帮助低收入者；而对有工作能力却未从事工作的人则减少津贴，激励人们去寻找工作。其次，在“平等”与“效率”的权衡上，强调效率；力图在保障基本社会需要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再次，在福利供应领域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的融资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另外，政府工作的重心已逐渐从发放社会津贴转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方面。近20年的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通过开源和节流，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一定的抑制。英国社会保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增长了5.6%，而在1980～1995年的15年间只增长了5.8%。

工党上台后，布莱尔政府决心在保守党政府福利改革的基础上深化这场“福利革命”，主张推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认为改革的方向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主张把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强调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以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的福利保障。

但是，为了实现大选时对改善公共服务的承诺，工党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还是呈逐年上升态势，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2007～2008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已达141亿英镑，是1979～1980年度（69亿英镑）的2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比工党政府上台之初（1996～1997年度）增加了将近14%。


第五章 教育、科学和文化

第一节 教育

一 基本情况

英国的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所有5～16岁的儿童、青少年都必须依法接受全日制学校义务教育。16岁以后的青年人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之中约有83%的人或留在学校，或到继续教育学院接受全日制教育。16岁后离校者中间约有10%的人走向工作岗位，下剩者可保证在政府的各种培训项目中获得培训机会。英国近1/3的青年人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2007～2008年度英国有公立幼儿园3273所，公立小学21768所，公立中等学校4209所，各种收费的“独立”学校（私人兴办、收取费用的学校）2527所，专门学校1378所。全国中、小学校共有在校学生974万人，其中约有93.5%的学生是在公立学校免费就读，其他人则在收费的独立学校念书。2007～2008年度，全国接受各种继续教育者360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含本科生和研究生）为260万人。

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事务部与创新、大学和技能部负责英格兰的教育管理工作。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议会建立以前，这些地区教育事业的管理职责系由政府中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事务部行使，但具体的管理工作由三地的地方教育当局执行。现在威尔士的教育行政管理由威尔士国民议会负责；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则由这两个地区行政机构中的相关部门行使这一职权。

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公立学校的经费，都是由地方政府教育当局主要根据学生的数量多少拨给。北爱尔兰教育和图书馆机构的费用则由北爱议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提供。中央给地方教育当局的拨款主要用于培训，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对信息技术的开发运用，以及资助有特殊困难的学校。对接受社会资助的学校所进行的基本建设，中央也给予一定的拨款支持。

英国2000～2001年度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2000年7月政府宣布，在1999～2000年度至2003～2004年度之间教育经费支出每年将实际增长6.6%，到2003～2004年度的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将接近580亿英镑。2007～2008年度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为762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与1990～1991年度相比增加了69%。

二 教育体制与教育政策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教育在英国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插手教育事业。在很长时间中，学校主要是由教会开办，国家不存在教育政策，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校教育水平参差不齐。1833年政府开始资助教育，并以拨款为手段调控教学水平。1870年英国政府为英格兰和威尔士颁布了教育法，确定了由政府资助实行初级义务教育的原则。该法案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缺乏学校的地区，可以成立地方性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开办“董事会学校”。当时有两种初级学校，即教会民办学校和由学校董事会管理的公立学校。此后不久，政府也为苏格兰地区制定了相应的法案，逐步形成了全苏格兰统一的教育体系。1880年，政府规定5～10岁的儿童必须上学，1918年又把孩子的离校年龄提高到14岁。

1902年的教育法规定，取消校董会，各郡市或城区建立统一的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小学和中等学校的管理，并可征收地方税用于支付教育经费。该法案还规定，英国古老的文法学校可以向刚刚成立的教育部申请经费，也可以要求地方政府给以补助，条件是接受一定数量的初级学校优秀学生入学。这是把中等教育纳入国家体系的一个重大步骤。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出现一些不以上大学为唯一目标的普通中等学校，一般由地方当局主办，通常被称作“现代中学”。在这些学校里，基础知识课程和实用性课程兼而有之，各种类型的学生都可以入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已形成全国性的初等教育网，中等教育网也已初具规模。

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终于使英国确立了完整统一的教育制度。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普及中等教育。这项法律规定向所有5～15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并确立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全国公共教育体系，为战后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曾分别于1964年、1976年和1988年颁布了教育法和教育改革法，但仅在教育的组织安排、财政安排上有所变动，并未触动1944年教育法确定的基本教育体制。不过该法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它规定孩子11岁时仅通过一场考试便被分配到各类学校：少数成绩优异者上文法学校，将来可望继续深造成为社会精英；成绩平庸者则上水平较低的中等技校或现代中学，之后加入社会上的劳动大军。人们认为，仅凭11岁时的一次考试便决定其终身命运，这对孩子们太早也太不公平。这种“11岁向上”的考试分流制度事实上是一种造成不平等的教育机制。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人开始提倡办“综合学校”，主张一切孩子都在11～15岁（1973年后改为16岁）期间到这类学校接受中等教育，毕业后再考虑未来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综合学校开始逐渐普及。到1970年已有1/3的适龄少年儿童在综合学校就学。1974年工党上台执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把文法学校和现代中学合并为综合学校的工作。1977年在综合学校就读的适龄少年儿童已达80%。但仍有少数文法学校宁愿不要政府拨款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便纷纷转为私立学校。所以，英国传统的那种公立与私立两种教育制度并存的现象从此变得更加明显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学校的教育质量。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对教育进行改革，其中尤以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最为突出。撒切尔政府制定的这项法律加强了对教育的中央集权领导，削弱了地方教育当局的权限；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决定学校经费与招生人数挂钩。它的内容还包括：制定国家统一的中小学课程，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增加学校的管理权限和家长对学校的选择权等。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也决定对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结构、管理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的改革。该法案取消了原来官方的“大学拨款委员会”，而代之以独立性较大的“大学基金理事会”，其基本原则是用一种商业精神来分配资金。

为了在高新技术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具有竞争力的经济，造就一支受过良好教育、能迎接21世纪挑战的劳动大军，在1997年大选中上台的工党政府将教育列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和工作重点，希望把英国的教育水准提高到足以同其国际竞争对手相匹配的地步。布莱尔在工党2000年年会上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英国最重要的政策都是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工党向政府提交的《国家政策论坛》称：“知识和技能是增强英国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的基础”。英国在新世纪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其国民教育和科技水平。政府发展教育计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02年，英国18～21岁的年轻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要达到35%；到2004年，英国将新建1000所着眼于高新技术的“专业学校”；2004年前对信息与计算机产业再投资10亿英镑，使英国的中学生达到每5人拥有1台电脑；到2005年，将使英国的教育产业发展成为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庞大的新型知识产业，力争吸收全球33%的海外留学生；到2005年，在英国实现人人上网和家家使用国际互联网；到2010年，要使英国50%的18～30岁的年轻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工党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对教育体制加以规范，并着手进行改革。布莱尔政府的教育改革包括高等教育、培训以及终身学习等诸多方面，但基础教育改革乃是其重点。政府采取的主要步骤和措施有：加大对教育的投资，自1999年到2001年的3年时间内，教育部门共得到额外投资190亿英镑；缩小幼儿班级的规模，加强基础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建立质量评估体系；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教育当局、学校、社区和家长的作用；设立“教育行动实验区”，在实验区里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招标同学校、家长和地方教育机构联合办学，把伙伴关系引入学校的组织和管理之中；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和水准，改善教学条件；完善教育体系，确立一种新的学校架构，将公立学校主要划分为社区学校、基金学校和民办学校三类；促进对年轻职工的培训；改革对大学生资助的管理，等等。此外，政府还采取措施，实施有关推进终身教育的计划和安排。

三 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英国孩子3～5岁时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幼儿教育的发展是英国教育事业近年来所发生的突出变化之一。1970～1971年度英国3～4岁的儿童中上幼儿园或小学校幼儿班的约占20%，而在1999～2000年度这一比例则已达到64%。

近年来英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旨在使所有孩子在正式上学时在识字和计算方面具备最基础的能力，为此英格兰和威尔士当局提出了下列目标：要有足够的早期教育场所，只要其父母愿意，所有4岁的孩子都应得到一个接受早期教育的位子。在英格兰，为3岁孩子提供的免费幼儿教育占适龄儿童的比例，应由1997年的34%增加到2004年时的100%。资助早期教育的经费，由1996～1997年度的10亿英镑增至2000～2001年度的16亿英镑。为3岁儿童所提供的普及教育经费到2003～2004年度将增至20亿英镑。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当局也提出了类似的目标。


初等教育
 英国的基础教育体制相当复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岁的儿童在幼儿园或小学附设的幼儿班接受教育，7岁时转入单独设立的初级学校或直接升入小学的初级班，通常情况下孩子11岁时由小学转入中学。此外，有些地方专为5～8岁、9岁或10岁的孩子设立初级（第一级）小学；为8～14岁年龄段的孩子设立中级学校；实行一种含初级小学、中级学校和中学在内的三层次教育体制。

在苏格兰，初等教育依法接收5～12岁的孩子。小学依据孩子年龄的大小组织班级，从初一到初七划分为7个年级。学校各年级都有男孩和女孩，包含了各种能力和水平的学生，不存在依据能力和水平高低进行的选择和分流。孩子们根据年龄自动从一个年龄升入下一个年级。

在北爱尔兰，要求所有4～11岁的孩子接受7年的小学教育，11岁时由小学转入中学前可选择参加一种转学考试。

英国幼儿园和小学或分设，或园、校合一，但大部分幼儿园和小学都是男女合校。


中等教育
 1965年以前，根据1944年的教育法规定，英国采用的是文法学校、中等技校和现代中学三种形式并存的中等教育制度。随着综合学校的建立和推广，上述三种学校的界限已被打破。综合学校目前已成为英国中等教育的主体。现在英格兰87%的公立中学学生、威尔士全部公立中学学生都在综合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录取学生不考虑其能力和才干，而是为学校所在地区全部或大部分的孩子提供一种范围广泛的中等教育。它们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学校：接收11～18岁年龄段孩子的一贯制综合中学；与初级学校相衔接的中级学校（接收8～14岁的学生）；接收11岁或12～16岁年龄段孩子的中学。另外，还有一种16岁以后再学习1～2年的“第六学级”综合中学。

苏格兰的中等教育不采用选择程序，几乎全部是接收12～18岁年龄段孩子的综合性学校。2007～2008年度，苏格兰公共资助的中等学校有学生30.95万人，约有3.09万人在上私立学校。

北爱尔兰的中等教育大部分是依据选择程序组织的。文法学校在对英语、数学和科学进行考试的基础上接收学生，但也有一些学校并不进行选择。1999～2000年度，北爱尔兰约有6.2万人上文法学校（占全部中学生总数的40%）；9.2万多人在非文法学校就读。


中等技术与专科学校
 2007～2008年度，在英格兰地区有5所城市技术学校（2000～2001年度有15所，此后逐年下降）。这些学校属国家资助、私人管理的独立学校，在地方政府的正常架构之外运作。

英格兰地区从1993年开始实施一项发展中等专门技术学校的纲要。专科学校是从事培养专业技术、现代外语、体育和艺术等方面人才的国立中等专科学校。截至2000年9月，在英格兰各地共有530多所专科学校。其中含技校312所，语言学校99所，体校67所，艺术学校57所。此后，这类学校发展迅速，到2007～2008年度已达到2799所。

四 中小学校的管理


管理体制
 根据1998年通过的《学校标准与架构法案》，从1999年9月起英国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社区学校、民办学校和基金学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现有社区学校13712所，民办学校7059所，基金学校854所。它们均由国家出资兴办，总数达21625所。社区学校系由原来的郡立学校组成，由地方教育当局提供资金并归其管理。基金学校包含大多数原来由中央政府拨款资助的自治学校。民办学校则包括原来由教会和其他基金组织设立、主要由地方教育当局资助的民办学校，再加上某些原来具有宗教特色、由中央政府拨款资助的自治学校。所有国立学校在工作中都与地方教育当局结成伙伴关系，并从它们那里定期得到资助。而学校则继续由校董事会管理，负责预算的实施、配备教职员工。董事会由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地方教育当局和地方社区的代表组成。

苏格兰几乎所有学校都是教育当局直接管理，由地方教育当局和中央政府拨款资助。每个学校的校长负责决定该校至少83%的校级经费开支。由教育当局直接管理的学校中，约有3/4的学校建立了校务会。校务会由选举产生的家长与教师代表以及由地方社团指定的成员组成。它有义务促进家长、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研究学校领导人的任免等。少数靠资助的学校由董事会管理，它们也接受中央政府的拨款。

北爱尔兰靠公共资金资助的学校主要类型有：国家控制的学校656所，由教育和图书馆管理机构通过校董事会管理；民办公助学校552所，由校董事会管理，其成员由受托管理单位（主要是罗马天主教会）任命的委员以及家长、教师和教育与图书馆管理部门的代表组成；民办文法学校73所，由学校董事会管理；由中央政府拨款资助、国家控制的“统一学校”43所，旨在为具有罗马天主教和新教背景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独立学校
 英国由私人兴办并收取费用的学校，通常不叫“私立学校”，而称为“独立学校”。凡向5个以上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学生提供全日制教育的独立学校，必须依法向有关政府部门登记，并接受其检查。英国有2527所独立学校，就读学生超过62万人，约占英国所有中、小学生的6.5%。独立学校中包括大约500所“公学”和为上公学做准备、与之相衔接的500多所“预备学校”（初等学校）。

在独立学校系统中，公学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这类学校之所以被称为“公学”，是指不限居住区域向所有人开放，是人们习惯上称为的“贵族学校”。公学的学杂费非常昂贵，历史上大多只有贵族子弟才进得起这类学校。后来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19世纪又创建了一批也向富裕的中产阶级子弟开放的公学。进公学须通过严格考试，学生一般从预备学校毕业生中选拔。公学有自己的学制，学生一般13岁、14岁入学，18岁、19岁离校，较其他类型的中学晚2年。公学的课程同文法学校相似，大都是基础知识课程，重点是人文科学。其主要任务是向名牌大学（牛津、剑桥）输送学生。英国历史悠久、声望最高的公学约有3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英国社会的上层人物，如将军、主教、高级官吏、大法官等，大多出自这些学校。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专门为精神或身体上患有疾病而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开设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教育当局首先必须证实学生在学习上是否确有很大困难，同时要同家长认真讨论。一经双方确定，地方教育当局就必须为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做好准备，然后写出一份正式报告。一年后，学校必须向家长提供一份实行这一教育的年度报告。这一套程序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完成。家长如不同意地方教育当局对他们的孩子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认定，有权向“特殊教育需要法庭”提出上诉。该法庭的裁决是终审性的。

2000年1月，英格兰与威尔士有171万名学生被认定有特殊教育的需要，其中大约25.26万人拥有由地方当局验明并发给的“特殊教育需要”证书。在这些拥有证书的人中间，60%的人系在一般学校接受教育，剩下的绝大多数人都在特殊学校就读。在苏格兰具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数不多，大约占学生总数的2%。在北爱尔兰也实施类似的措施和安排。


学校课程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16岁孩子的教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全国统一的课程表决定的。整个学习过程分四个阶段：一、二年级为第一学龄段（5～7岁年龄段）；三至六年级为第二学龄段（7～11岁年龄段）；七至九年级为第三学龄段（11～14岁年龄段）；十至十一年级为第四学龄段（14～16年龄段），相当于初小、高小、初中和高中。在每个学龄段都要教学的主要课程是：英语（在威尔士为威尔士语）、数学、科学、技术、体育和宗教课。在早期阶段，历史、地理、美术和音乐也是必修课。在第三、第四学龄段还要加上一种现代外国语言。另外，在不同学龄段还视情况增加一些选修课程。学生在7岁、11岁和14岁三个学龄段结束时，要参加三次考试，考试课程包括英语（在威尔士为威尔士语）、数学和科学三门主要课程。当学生16岁结束义务阶段的学习时要参加中等教育文凭考试，合格者可获取《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在苏格兰地区不存在法定的国家统一的课程表。对5～14岁学生教授广泛的课程，其范围涵盖语文、数学、环境学、表演艺术、宗教和道德教育等。学生16岁时在经过4年的中等教育后可获取《国家标准级证书》。国家标准级证书的考试由苏格兰资格认证机构组织实施。

北爱尔兰所有公共资助学校的课程，除宗教教育外，还包括英语、数学、科技、环境与社会、创造与表演等课程。依法对学生进行的评估考试，同英格兰和威尔士大体一致，在学生8岁、11岁、14岁和16岁时举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通常是用来评估16岁年龄段的学生。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在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英国中、小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鲜活、生动、有趣，教师重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英国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分组讨论和小组作业，要求人人参与。历史课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或让学生化装表演某个历史事件。

五 教师

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中、小学校教师，由地方教育当局或学校董事会任命。他们应拥有政府认可的资格证书。取得教师资格目前主要有两条途径：（1）大学途径——在大学或高等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士学位。（2）研究生途径——在取得非教育专业的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之后，再经过相应课程的学习，取得教育研究生证书。

教师也可以通过就业培训取得教师任职资格。它们为24岁以上的求职者提供一个在接受培训的同时挣得一份薪水的机会。这特别适合于那些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的海外培养的教师、成年更换职业者、学校辅助人员和有过教学经历的人。

英国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不算高，20世纪末新教师的年薪为1.5万～1.7万英镑，任课教师平均年薪为2.3万英镑，最高为3.6万英镑，校长和副校长为2.5万～5.8万英镑。由于收入不高，师资流动性大，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涌向了工资较高的产业界，师资缺乏的问题严重。据报道，1999年1月新学年开始时，英国大约缺少1万名教师，迫使学校招聘代课教师。一些教学工作超负荷的教师也不得不加重工作量，严重影响教学质量。2000年7月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英国大学的教育水平虽然居世界前列，但中学教育却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英国学校的班级规模相对较大，1998年英国的初中平均每16.7个学生才拥有1名教师，而经合组织成员国学生与教师的平均比例为14.9∶1。

为发展和完善教师队伍，英国政府采取了下列措施：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分别建立独立的教师理事总会；为校长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建立全国学校领导人学院；为教师培训学院提供资助，以便使所有教师在计算、书写和电脑技能方面都能达到相应的标准；吸引高质量的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把杰出教师的事例迅速推向教育界。其中最关键的举措是提高教师的待遇，2000年全英教师的工资水平增长了3.3%。与此相应，教师的数量也得到了一定增长，2007～2008年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16.5∶1，其中幼儿园为17.3∶1，小学为20.9∶1，中学为15.6∶1。

六 高等教育


发展简史
 英国的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享有较高的声誉。著名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创建于12世纪和13世纪。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阿伯丁大学、爱丁堡大学建立于15世纪和16世纪。第一个专业化的技术学院沃灵顿学院创建于18世纪中期。但在很长时间内，英国的大学不多，且完全是教会的领地，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大学教育才突破了被贵族子弟垄断的局面。20世纪中叶以前，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美、德、法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只有17所大学。直到1957年，在教育事业名列世界前茅的28个国家当中，英国拥有大学的数量位居倒数第四，只排在爱尔兰、土耳其和挪威之前。英国高等教育重科学、轻技术，重基础、轻应用的积习也很深。

英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科技的迅猛发展，促使英国政府下决心改革教育制度，大力发展以理工科技为重点的高等教育。60年代，工党政府实行高教双轨制，即由政府设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的正规大学和由地方教育当局举办的高等院校两种体制。在1961～1967年，英国新建大学20所。从1967年到1973年，又建立了30多所科学技术学院。经过60年代的教育改革，英国不仅新建了一批大学，而且对原有的大学在规模和课程设置上也有所改革和扩大。70年代以来，英国开设了开放大学，从而提高了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并使英国传统教育中课程陈旧与忽视技术教育的缺点有了明显的改变。80年代以后，英国的高等教育再上一个台阶，在1979～1995年间，全日制和半日制的大学生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174.8万人，其中全日制学生自1989年以来增加了近70%，达到120万人。2007～2008学年，高等院校注册学生人数为260万人，其中半日制学生100万人。尤其是1992年的改革，由于多科工业院校获得授予学位的权力和允许采用“大学”的称号，高等教育学院达到规定标准的同样也可以获得“大学”称号，故大学的数目又有了较大的增加。到20世纪末，英国有大学87所，其他高等院校64所。2007～2008学年，英国共有大学120所，其他高等院校49所。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1/3的青年人进入全日制大学学习，苏格兰为40%，北爱尔兰达到45%。


体制与管理
 英国各大学在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上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就综合大学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1）牛津、剑桥以及苏格兰几所历史悠久的大学；（2）1850年至1930年之间建立的“市立”大学，即所谓的“红砖”大学，如利兹大学、利物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3）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一批大学，如苏塞克斯大学、约克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4）“新大学”，即原多科工业学院和其他诸多高等院校在1992年改革中取得“大学”地位后形成的一批大学。其中于1993年成立的鲁顿大学，根据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确定将社会需求放在首位，课程设置完全针对国际市场和英国现实的需要与发展趋势。在短短几年内，它已进入英国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10所大学之列。此外，开放大学和作为大学中唯一的“独立”学校的白金汉大学，也属于大学级的高等院校。除综合大学之外，还有一批职业特色比较鲜明、相对单一的专门性高等院校，包括教育学院、农学院、商学院、技术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等。

英国的大学教育一般从18岁开始，因为中学生在16岁毕业时虽然参加了全国会考，但上大学还得通过A级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A级考试一般是在会考及格后两年内也就是18岁时举行。为了通过A级考试，学生需要在“第六学级”（实际上是高考预备班）学习2年。英国A级考试每年6月举行，8月公布成绩，及格者就能上大学。但是，如果想进牛津、剑桥或帝国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则必须是其中的优秀者。英国A级考试的成绩不但在英国适用，还得到欧洲各大学和美国大部分大学的承认。

英国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3～4年（有的专业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医科为5年），硕士为1年，博士为3～4年。在最近10年中，英国研究生的数目增加了一半以上。英国大学过去不收学费，但从1998年开始每个学生每年需交1000英镑的学费。尽管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可适当减免，并设有多种奖学金，但据统计，仍有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

英国大学内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大约是16∶1。教学主要是通过讲大课、小班辅导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施的。学生可以从一系列课程中选择自己要听的科目。英国大学教育追求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他们崇尚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精神，强调对待知识和学问要有一种认真、踏实和虔诚的态度。在重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下，强调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要正规、严谨和规范。教师在教学上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牛津和剑桥实行“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同导师见一次面，讲述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撰写的论文；导师对此要提问和发表评论。这种独特的体制不仅能督促学生认真做学问，更能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正因为如此，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在世界上吸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中，英国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英国大学虽是经皇家特许设立的独立机构，但实际上严重依赖于政府。高等教育资金的来源有以下几部分：政府拨款；高教机构和院校通过有偿培训、为商业机构提供咨询和从科研合同中所获得的收入；学生学费及其他收入。其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国家定期通过高等教育基金理事会分发给各个高校的。政府鼓励各大学在研究项目方面与工业界建立密切合作。现在，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已建立起大约50个科学园区，促进先进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商业上的广泛应用。

英国高等学校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和学术自由，可以任免自己的教职员工，决定学生的入学录取并授予相应的学位。大多数高校中，除校长是终身荣誉职位外，首要的行政领导人常务副校长通常任职到退休。还有一位或一位以上的副校长，他们应是教授，有规定的任期。大学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是评议会，但其权力仅限于讨论大学的有关事务、发表意见和提名某些委员参与决策机构。主要的决策机构分别是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学术评议会和教授会。董事会是最高管理机构，每年开会1～2次，听取大学的情况报告，指派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批准校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校务委员会是大学的执行机构，任期2～3年，负责大学的财务，与评议会协商并批准评议会任用学术人员的建议，任命副校长并批准评议会拟定的相关规则。学术评议会负责大学的学术事务，成员包括全体教授、被推选出来的学术委员和注册长，其权限涉及调整教授会的工作，就任命教授、授予学位、学生纪律和教学计划提出建议。教授会主要是处理学术事务。


主要大学简介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通常被人们看做是英国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的顶端。这两所大学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由此而发展出“牛桥”（Oxbridge）这个专用词。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方针略有不同，牛津偏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哲学和政治学；而剑桥则更广泛地教授自然科学和理工专业。牛津出了30位英国首相。剑桥培养出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两所大学都实行学院制，牛津有35所学院，剑桥有31所，大学实际上是这些学院的联合体。牛津和剑桥两市都是以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各个学院分布在市内各处。这些学院当初并不是根据教学领域划分的，而是当年僧侣教师分别带领一批学生居住在一起研究学问时的产物。其中有的学院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某些学科相对集中的研究和教学机构（例如，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就属于一所专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大学负责确定课业安排的原则，主持学位的考试和授予。课程讲授、学术讨论和实验也都由大学统一组织。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则由各学院负责，由学院的院士分别担任他们的导师和学习指导。这两所大学都进行严格而特殊的入学考试，录取的学生是中学毕业生中最优秀的（拥有成绩优异的中学毕业文凭者达85%），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多为上层家庭子弟。牛桥的学习条件优越，拥有众多高水平的资深教师，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学校还给学生提供设备完善而费用昂贵的食宿条件，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两校授予的学位在国内外评价都很高。据1977年的一项调查，英国内阁各部次官中的70%、外交官中的75%、高级法官中的85%、大银行行长的58%，都是牛桥的毕业生。这说明两校毕业生是英国统治阶层中“精英”人物的重要来源。


伦敦大学
 创建于1836年，因设置校外学位而闻名。建校初期，它只是对大学生进行学位考试的机构。1898年经过改组后才成为教学单位，学校的规模也由原来的2所学院逐渐发展到目前的70余所（包括一些半独立的专科学院和机构），成为全英最大的大学。伦敦大学各学院分散在伦敦各地，大多不设学生宿舍。每年在校本科生总共为4万～5万人，另有不在校学习的学生3万～4万人。伦敦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对本校及校外学生进行考试，对合格者授予学位。英国或英联邦国家的青年即使未在伦敦大学注册，只要学习过与伦敦大学相应的课程并经考试合格，即可取得伦敦大学的校外学位。


开放大学
 是一所为中学毕业后失去进大学机会的人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高等教育而设立的成人高等院校。开放大学不是全日制学校，没有校舍，故它的学生人数不包括在全日制大学生的统计数字内。1969年开放大学作为新生事物出现于英国，1971年正式招生。它向一切愿意入学的学生开放，主要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函授教学。开放大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学区，各设导师和辅导员，采用定期面授或函授方式授课，并负责评阅学生的作业。有时则利用暑假将学生集中起来学习某些课程，或者采用“三明治”式的方式使在职的学生参加间歇的脱产学习。开放大学的学位是靠学生学分的多年积累而获得，它的标准与其他大学相同。如果课程学完、学分足够，就能获得学士学位。继续深造，还可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开放大学不仅面向本国学生，还招收欧盟国家、瑞士、直布罗陀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成年学生。1996年，开放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注册学生人数为10.4万多人。每年约有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学生7000多人从开放大学获得学位。

七 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

在英国，青少年16岁义务教育结束后如进一步求学，称为接受继续教育。所谓继续教育，实际范围很广，学校种类繁多，有全日制或半日制，也有工作一段时间又学习一段时间的（即“三明治”式的学制）。此外，还有各式各样适合已工作的成人的夜校和职业培训班。就全日制教育而论，对16岁至18岁的青年进行教育培训的机构，主要有“第六学级”，中等技校，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从广义上讲，青年人16岁后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这里所说的“继续教育”是狭义的，是指基于就业基础上的再教育。

继续教育的学校形式不同，内容和目的也各异。比较初级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学徒和技工，这类学校在英国通常叫“学院”，但并不是大专水平。较高级的学院叫“技术学院”（college of technology），教授比较高级的课程；还有专攻某一专业的学院，包括商学院、农学院、艺术学院等。这些院校多数受地方教育当局领导，提供仅次于大学的教育，以培养技师和其他中高级专门人才。提供继续教育的学校，不管属于哪种类型，也不论教学内容如何，英国人习惯上都称为“技校”（The Tech），它是培养青年具备一技之长的重要场所。


知识与技能理事会
 1999年6月英国政府决定在英格兰成立一个知识与技能理事会，以取代原有的培训与企业理事会和继续教育基金理事会。知识与技能理事会于2001年4月1日开始运作。它是全英格兰地区统一的组织，既在整个地区进行活动，也通过47个地方性知识与技能理事会开展工作。理事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职工技能，满足国家、地区和地方雇主的需要方面。它负责规划、资助、监督和提高16岁以上的青年继续教育的质量。它所主管的事项包括：通过继续教育培养从基础技能到较高水平的技能；对青年人进行一般的工作培训；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2002～2003年它还负责“第六学级”的经费资助。理事会依法有义务鼓励人们参加学习，同雇主和其他相关机构一起促进劳动力的开发，推动经济和社区的重建活动。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也都设立了负责继续教育的相应机构。


继续教育学院
 16岁以上的青年人可以在继续教育学院接受教育，人们在这里学习的课程大多都与工作和就业有关。继续教育学院也提供政府发起的许多培训项目。许多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都是利用工余时间或晚上参加学习。2007～2008年度英国共有继续教育学院440所，学生360万。

英国的继续教育学院由商界和地方社区的代表参加的自治机构管理。公共基金的资助，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系通过继续教育基金理事会或新成立的相应机构划拨分配；在北爱尔兰则由北爱的执行机构实施。独立的督察员负责对学院的教育质量做出评估，公布有关教育质量的评估报告。如有重要的批评意见，学院则应做出改正说明。每个学院都应公布有关该校的年度考试成绩。苏格兰学校督察员公署负责对该地区继续教育学院的检查；在北爱尔兰则由教育与培训督察员公署负责。


成人教育与终身学习
 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国家基础教育和群众识字率的普及与提高，为满足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渴望学习知识的要求，工会、志愿团体和其他组织设立的成人教育机构发展起来。20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各种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知识和技术上对社会劳动大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国政府和工业界越来越认识到职业培训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议会通过了关于工业培训的法令。各种“职业中期再学习”和成人教育更加蓬勃兴起。约有400万各种年龄段的学生参加了这样或那样形式的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学习课程。英国16～24岁年龄段的人接受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往较日本、美国和德国都低，现在的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

成人业余学习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大量的是为了满足个人在提高文化素养、体质和手艺方面的需求，通常开设包括从烹饪、幼儿保育、手艺技能等应用学科到语言、戏剧、音乐等文化学科，以及体育与健身、退休前教育、消费教育等多种多样的课程。另一类则是与就业相关的职业培训课程。1998年11月有近7/10的英格兰成人教育课程参加者并不准备取得某种证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110万成年人注册参加成人教育课程的学习。

英国近年来把推进“终身教育”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1998年英国教育与就业部发表的绿皮书《知识时代：新英国的复兴》，提出了政府的终身学习政策。英国政府推行这一战略，旨在鼓励人们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技能、知识和认识能力。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和成年人更加符合相应职业资格的条件与要求了。英国新设立的工业大学已从2000年秋天开始全面运作，这是一所通过信息技术传播知识的全国性网络学校，服务对象既有个人也有企事业单位，覆盖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3个地区。为了促进终身学习政策的实施，从2000年9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个人知识账户。人们用于学习的开支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折扣：大多数的学习项目费用可获得20%的折扣；而用于学习信息技术和基础数学的支出则可享有80%的折扣优惠。截至2000年9月，有近25万人开立了个人知识账户。

八 国际联系

英国相当重视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尤其注意与英联邦国家的交往，它同欧盟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联系也很广。在欧盟内，互换留学生受欧盟财政拨款的资助。英国每年约有1万名学生参加欧盟的留学生交换计划，到其他成员国学习。该项目还支持学校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资助外语能力的培训，支持高级教育专家的研究访问，以及包括发展远距离开放性学习和成人教育在内的一系列多国合作项目。欧盟还制定专门计划，支持各国实施职业培训政策。在1995～1999年，英国有近1200个项目得到了欧盟的支持，1.3万多名青年的部分职业培训是在其他成员国内进行的。欧盟成员国还建立了10所欧洲学校，为欧盟机构雇员的子女提供多种语言教学，约有1.64万名学生在这里就读。英国在牛津郡设有这样的学校。为使英国教育国际化走在世界前列，英国政府于2004年11月公布了英国《教育、技能和儿童服务国际战略》，提出要强化英国和国际教育系统、尤其是与欧盟国家教育的联系。为此，英国将在学校中普及外语教学，提高高校作为国际学习和研究中心的作用，鼓励教育培训和与工商界开展合作，促进教育观念交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支持。作为该战略的一项内容，英国教育部要求在此后的5年里，英格兰的每所学校都要和一所外国学校结成“姊妹学校”。2004年英国已和30个国家开展了这种活动。

1999年，约有27.5万名外国留学生在英国高等院校和继续教育学院学习或进修。政府通过国际开发项目和其他赠予或奖学金项目，向外国留学生和受培训者提供资助。1999～2000年度约有2400人获得由英国外交部和国际开发部资助的奖学金计划的帮助。由这两个部门提供资助的两项主要奖学金为：（1）英国切文宁（Chevening）奖学金，这是一项向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研究生和年轻专业人员提供资助的奖学金，使他们有条件在英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和进行研究。（2）英联邦奖学金与研究员基金，这是为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的项目，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从事1～3年学习和研究的英联邦国家的研究生，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资助。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来英国学习的外国学生和希望去海外学习的英国学生，还有许多由公共基金和私人设立的奖学金和研究员基金项目对他们开放。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研究员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英国马歇尔奖学金，罗得奖学金，丘吉尔奖学金和英国工业联合会奖学金。

英国有许多人在国外从事教育和培训工作。英国国际开发部积极参与贫穷落后国家的扫盲和教育开发工作。英国近年来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每年逾8亿英镑，其中2/3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11个最贫穷国家。由于英语在国际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帮助外国人学习英语一直是英国与外国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广播公司英语教学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还有许多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到外国去教英语。

第二节 科学技术

一 历史回顾


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
 英国是文化大国，现代科技发展较早。英国率先走出中世纪后，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7世纪中期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英国。继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之后，英国成为近代科学的策源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都是英国乃至世界有名的重要科研基地。历史悠久的英国皇家学会30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自16世纪以来，英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巨匠，如牛顿、瓦特、法拉第、达尔文等，他们杰出的成就不仅得到世界的公认，而且为近代科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英国工业优势地位的逐渐丧失，英国科技强国的地位也受到挑战，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逐渐被美国和德国所取代，在20世纪初世界科技排行榜上已退居第三位。尽管如此，英国目前依然是世界上的科技大国，在许多科学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总体实力很强。英国20世纪末用于科学事业方面的经费占全球这方面开支总额的4.5%，发表的科学著作和出版物占全球总量的8%，被引用的数量占世界总量的9%。根据英国贸工部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这三项数据分别为3.8%、9%和12.9%，后两项指标均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这说明英国虽然科技投入较低，但效率很高。科研人员仅占英国全国人口的0.3%，占劳动力总数的0.6%，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0世纪以来，英国籍科学家获得各种国际公认的奖励者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0%。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截至1997年，英籍科学家获奖人数达8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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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20世纪以来，英国在科技上的重要贡献数量很多，领域广泛。在20世纪初改变世界面貌、缩短世界时空距离的三大发明（汽车、飞机和无线电通信）中，英国人多有贡献。二战以前，英国在核物理学、量子力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和生理医学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青霉素、雷达、原子弹、计算机的发明方面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在射电天文学、高能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神经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学科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英国在医学、生物学和生命科学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科学家率先建立了DNA结构模型，发现了胆固醇和胰岛素。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就诞生在英国。世界上第一只无性繁殖的“多莉”羊也是由英国人于1997年“克隆”成功的。英国医学界将高科技结合到医学治疗上，创造出一系列先进的诊疗器械。最近20～30年来，英国在提高人类对宇宙本质和起源的认知方面也作出显著贡献，创立了天体黑洞理论，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1985年英国南极观察站的科学家发现了南极上空的臭氧洞。英国是战后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开拓者之一，曾在世界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此外，英国在环境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非常显著。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英国在高新技术方面从总体上已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英国在取得许多科技优势与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弱点和问题。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的削弱与丧失，从根本上说，是同英国工业优势的衰落和经济实力的下降分不开的。英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弱点和问题，也是导致英国科技落后于美、日、德的重要原因。英国科技发展速度滞后的最关键因素，是没能处理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关系，未能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英国科学研究中，人们往往热衷于基础研究，很少考虑研究对象应用的可能性，基础研究与生产结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工业界主要进行应用开发研究，彼此互不联系，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找不到应用的雇主。英国长期偏爱和重视自然科学纯理论探究的传统，导致了英国科技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的弱点和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开发与应用迟缓。就科技成果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的转化速度和效率而言，英国比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要差。导致英国科技发展速度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研究与开发的大部分经费用于军事防务建设。如1985年英国总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为72亿英镑，其中政府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是21亿英镑，而当时英国的国防研究经费超过政府研究与开发计划的1倍多，约41亿英镑，仅次于美国，远远超过法国、德国和日本。在财政预算开支膨胀、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经费问题显然是导致其整体科研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科研经费已明显向民用方面倾斜。此外，英国科技人才收入低、待遇差，存在严重的流失现象；科学家老化问题日趋严重。这些也都影响和阻碍了英国的科技发展。


哲学与社会科学
 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传统的国家。英国哲学的传统特色是经验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曾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崛起，它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欧洲，英国是较早出现唯物主义萌芽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英国唯物主义理论主要成分之一的唯名论，“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当欧洲处在中世纪中期时，英国神学中就闪现出了经验主义之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吉尔·培根、约翰·邓斯·司各特和威廉·奥康等人。16～18世纪，英国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经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约翰·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英国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弗兰西斯·培根被认为是“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证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他作为归纳逻辑的创始人提出了归纳法，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以便征服自然；他号召学者到工匠中去创造学问，从而推动生产技术的发展，体现“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约翰·洛克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集大成者，他专门研究了认识论问题，制定并论证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知识起源于感觉的学说。洛克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他反对“君权神授”说，提出分权说，拥护代议制度，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私有财产。19世纪，古典经验主义逐渐衰落，以布拉德雷为主要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在英国兴起。20世纪前半叶，以G.E.摩尔和柏特兰·罗素为代表的新实证论者同新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居于主导地位。老一辈的哲学家到二战结束时虽然已相继去世或退休，但他们为30年代前后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形成及其在英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罗素。维特根斯坦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而批判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则是由波普创建的。

英国是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又是产业革命的发祥地。它最先产生了适应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并具有世界影响的市场经济思想。英国是重商主义的发源地，是产生以亚当·斯密和大维·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地方，也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学说的诞生地。另外，英国的自由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等政治思想与政策主张，在英国和欧洲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英国曾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如果说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那么英国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充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这里暴露得也最突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反杜林论》，以及《共产党宣言》都是在英国写作完成的。

另外，英国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法系（英美法系和欧洲大陆法系）之一的英美法系的发源地。英美法系也称英国法系，或称普通法系、判例法系，是以英国中世纪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作为传统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英国在向外扩张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从而把英国法系模式流传或强制推行到世界各地的结果。英美法系在当今世界法律体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世界上属于这一法系的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新加坡，以及其他采用英语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在英美法系形成、发展过程中，英国出现过一些杰出的法律思想家，对西方民主政治和现代法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洛克的《政府论》（Two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确立了人民主权理论。“法治”这个概念则要归功于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

二 科技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科技战略或者说科技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科技发展任务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科技还处在政府几乎不闻不问的“自然”状态之中。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英国在科学上虽然成果累累，然而其工业和技术开始落伍的迹象已日趋明显。人们在寻找工业和经济衰落的原因时，将目光落到英国落后的教育和科研状况上。科技和教育界人士一致呼吁政府重视和支持科技和教育事业。至此，英国政府终于抛弃自由放任政策，着手设立相应的机构，开始参与科技教育管理，在形成国家科技政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府实行以强调应用为特色的科技政策，旨在努力扭转英国工业和经济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但这一政策发展缓慢，收效甚微。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奉行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全面竞争的科技战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赢得战争和出于“冷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在于英国试图借此维持其日渐衰落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政府不惜耗费巨资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庞大的军事和威慑项目的科研开支挤占了大部分民用科研经费。科技在这里偏离了它和经济的天然联系，成为英国政府参与冷战和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工具。这只能阻碍民用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加剧了英国工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轮流执政的两党政府都对科技政策进行了调整，全面竞争的科技战略逐渐收缩成“中等科技战略”。196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进行的大调整，强调科技战略从全面竞争转向突出重点，将科技重心转移到国内民用研究与开发上来。具体措施上，一是收缩科研项目，取消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二是调整科技投资方向，大大提高科技开发经费在全国研究与开发支出中的份额；三是改革科技管理机构，通过相关的部门以先进技术改造工业部门，并帮助建立大学、技术学院和工业之间的“工业联络中心”。1970年保守党取代工党执政，将商业竞争机制引进科技领域，要求各科研单位通过竞争去承包项目获取资金。这种承包合同制对英国科技影响巨大，使一些开发应用性强的机构获益，“大科学”和基础学科因此而受到打击。1974年工党政府提出“重新部署政策”，使科技扶持重点从高能物理、空间和天文科学等“大科学”转向具有发展前景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结果，“大科学”的经费再次遭到大幅度的削减，农业、医学的研究经费日益捉襟见肘。不过应该说，这一战略性变化还是和日渐衰落的英国经济及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


撒切尔时代的科技政策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主政后，把发展科技列为振兴英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其主要举措有：（1）实行科研分工制，加速科研成果的开发利用。撒切尔夫人亲自抓科技革命，号召举国上下行动起来，重视科技研究与开发。她把1982年定为“信息年”，着手推行研究责任制，对内阁相关各部的科研工作进行分工。撒切尔政府还在英国的西北、东北、西南、西米德兰、西苏格兰、威尔士和亨伯赛德郡设立了7个技术转移中心，作为地区技术转让的枢纽，使大学的科研成果得到跨行业的综合利用，把科技发明转化成商品。（2）实施战略性科技发展计划，大力发展高科技。撒切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高科技发展计划，包括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光导纤维光学发展计划、计算机和制造系统的研究计划、生物技术计划、蛋白质工程计划和阿尔维信息计划等。政府向这些计划提供高额补助金，并通过技术开发补贴、优惠的风险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刺激高科技的研究和利用，以最终达到振兴经济的目的。为了提高英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政府把英国工业和经济的科研重点放在开发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与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研制上。（3）加强高等院校与工业部门的联系，注重在实践中发现重大科研课题。政府于1986年制定的“联结计划”，大力提倡科研与工业、特别是大学科研与工业生产紧密结合。在沿英国M4号公路地带、剑桥大学和中苏格兰地区，分别形成3个著名的高科技中心。这些地区的电子、半导体集成芯片等信息产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政府还以按技术贡献拨款的手段刺激大学建立“科学—工业园”。这些科学园集研究、开发、试生产于一体，具有孵化器的功能，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整个80年代，英国建成了30个这样的科学园。（4）实施科研经费来源多样化政策。撒切尔政府认为，现代科研发展日新月异，科研成本迅速增加，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无法满足科研发展的需要，必须借助于社会力量广开财源，才能使科研发展得到足够的物质保证。因此，撒切尔政府采取了多种刺激性政策，鼓励私人企业进行或参与研究和开发，其中包括政府与私人企业联合研究，共同分享科研成果；对科研项目提供资助的企业可以免费或优先获得该课题的发明专利等。（5）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的撒切尔夫人，将市场规律引进科技政策的制定。不过这既给英国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与成就，也造成科技政策的大幅度波动。撒切尔夫人在其任职前期，在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的同时，对政府开支进行大幅度压缩。在科技政策上，相应地采取削减科研经费、集中发展战略性高科技的政策。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她提出“靠近市场”的原则。配合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府将科研经费大量投向私人企业。撒切尔夫人一方面削减民用科研经费，另一方面又保持较高的军事项目开支，使得许多高科技项目因财力不足而半途而废，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告急，大批科学人才流失。英国科学界组成了“拯救英国科学协会”，呼吁政府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在这种背景下，1988年撒切尔政府的科技政策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资助“靠近市场”的研究与开发，转而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资。这种政策上的突然转向，使得科技界茫然不知所措，将英国的科学研究带入某种近乎毁灭性的“冰川时期”。


布莱尔政府的科技政策
 布莱尔政府上台后，对英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变革与调整，积极构筑面向21世纪的科技发展框架，以带动英国的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1998年英国政府发表题为《我们有竞争力的未来——创建知识经济》的白皮书，强调把知识经济作为英国经济的最新基石，并提出相关举措。

第一，加大科研投入。1998年7月，英国出台跨世纪的科研预算方案，宣布1999～2002年政府将与卫康信托（世界最大的医学慈善机构）共同出资14.03亿英镑（10亿英镑为政府增拨的公共基金，其余4亿由卫康信托资助），用来加强科学与工程基础研究，其中7亿英镑为未来3年增加的科学预算。这样，以1998～1999年度的13.38亿英镑为资金基线，此后3个年度的科学预算总额将分别增至14.73亿英镑、15.87亿英镑、16.58亿英镑，实际增幅分别为7.3%、12.7%、14.8%。如此大的科研资金投入，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改进资金运作方式，扩大资金来源。工党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大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制定科研预算时，打破财政预算由政府包揽的通行惯例，配套私人资本。如上述预算方案中的“共同基建基金资本”总量为6亿英镑，政府与卫康信托各承担一半，各一次性投入3亿英镑。为改善大学的科研基础设施，政府制定了“共同研究设备活动计划”，规定申请该计划资助的大学必须同时获得私人企业的科研资助。

第三，提高企业对科研的参与程度，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为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税措施，包括降低企业的公司税、削减小企业的资本收益税、对小企业投资科研实行优惠税率等。除此之外，政府还致力于建立和健全风险资本市场，使之成为科研特别是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最重要的依托。为了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在卫康信托等资助下设立了“种子基金”，用于科研机构从事科研活动、申请专利、产品原型设计及制定经营计划等。

第四，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布莱尔政府认为，分子与生物科学、信息与通信技术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产业，因此不惜加大投资力度，集中财力物力确保英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仅在1998～1999年度，政府对与分子和生物科学相关的科研机构的投入就占科研经费总额的35.57%。在信息与通信领域，英国虽然没有美国“硅谷”那样称雄世界的科研产业基地，但苏格兰的“硅峡谷”、剑桥“硅沼”和“泰晤士狭长走廊”（即沿M4号公路地带）的信息通信产业也较为集中，并渐成规模，在软件生产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

第五，在财政援助和人才机制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招募国内外最优秀的人才为英国科研服务。在2000年中，以信息技术人才为主，规定在人才短缺的产业放宽对劳动许可证的发放限制。从2001年3月开始，向信息技术人才发放劳动许可证的时间从一个月缩短为一星期。此后不久，英国又放宽了技术移民政策。2001年12月英国内政部宣布，申请人只要在若干科技领域达到规定的标准，便可以自由地在英国找工作，时间为1～4年，之后还可以申请长期居住。为了留住本国人才，2000年7月5日，财政大臣布朗宣布了一项科研投资计划：政府将与卫康信托合作，向科研部门投资10亿英镑，用于培养重要科研部门的博士生，以阻止高科技人才流向美国。政府还决定，2003年以前将把从事科学和工程专业的研究生的工资提高23%，科学家的工资将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为迎接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布莱尔政府决心建立一个熟悉并掌握信息时代工具的社会。从1999年开始，计划在3年内投资110亿英镑，给学校和医院配备计算机系统。1999年3月，政府还决定实施一项耗资17亿英镑的“人人拥有计算机”的计划，建立一个由计算机学习中心构成的全国网络。计算机学习中心将设在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图书馆、网上咖啡馆以及每个社区，“使整个英国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三 科技管理体制


科研经费
 公共部门是英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企、事业则主要承担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及改进已有产品和服务事宜。政府通过制定远期规划努力创造适应研究、开发和成功运用的环境，促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并鼓励工业界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

英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费用相当可观，1998年的总额为156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其中用于民用方面的科研经费为132亿英镑，其余则用于防务方面的科研项目。2007年的财政开支回顾报告提出，2008～2009年度至2010～2011年度的科研经费每年增加2.2%，即到2011年时达到208亿英镑。

2004年7月，英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十年“科学与革新投资框架”，为英国的科学和创新发展制定了一项长期框架。该框架提出，到2014年，将科研和开发经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公共与私营部门的总和）。并将企业的投资从目前占GDP的1.25%提高到2014年的1.7%。


管理体制
 2007年6月以前，贸易与工业部的一位内阁部长在科学部长的协助下负责处理科学、工程和技术发展方面的基础问题。他们得到科学和技术局（2006年更名为“科学与革新局”）的支持。政府内设立一个跨部级的科学小组，以确保把科学、工程和技术纳入政府的发展政策。科学与革新局由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领导，负责国家与国际方面的科学、工程和技术政策，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科学和技术政策。首席科学顾问直接向首相报告工作。一个独立的科学和技术理事会（成员来自学术界、工商界和慈善基金机构），负责就英国的科技战略及其架构向首相提出建议。中央政府保留制定政策和对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进行管理的权力，而将其他方面的权力和责任下放给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行政当局。

科学与革新局通过研究理事会秘书长负责执行科学预算，代表政府对研究理事会进行资助。科学预算还通过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院向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研究项目提供资助。高等教育基金理事会则向大学提供研究资助。

2007年6月，布朗重组内阁，撤销了贸易与工业部，新设立创新、高等院校与技能部，负责管理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

四 研究机构

英国有7家研究理事会与一些科学学会，各种科研组织或机构按其性质或领域分别组成若干理事会，起着与政府及其他相关组织进行协调的作用。每一个研究理事会在“皇家特许状”规定下建立自主机构，其成员来自各大学、专业机构、工业界和政府。理事会支持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教学和培训，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进行深造的约1.5万名研究生提供奖学金。理事会除了从创新、高等院校与技能部得到科研经费（2008～2009年度各理事会科研预算共35.54亿英镑）外，还从政府部门和私人委托的研究中得到资助，而这种委托研究的收入对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生物技术与和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尤其重要。这里就英国一些主要的科研理事会和学会做简要介绍：


工程和物理研究理事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它的任务是促进和支持工程和物理科学方面高水平的基础、战略和应用研究及培养这些领域的研究生。它承担提供咨询、传播知识和促进公众对这些领域了解的责任。目前该研究理事会在9个领域承接研究项目：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信息技术和原材料科学的一般技术，3个工程类（一般工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工程、环境和保健工程）的研究项目，以及生命科学的研究项目。它还与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及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研究。该理事会的开支预算最大，2008～2009年度为7.95亿英镑。


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该理事会在2008～2009年度的经费预算为6.05亿英镑，仅次于工程和物理研究理事会。其任务是促进和支持医学的研究和人员培训，旨在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平，维护和改善人们的健康，以及向社区提供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以便满足对保健、生物技术、医疗器械、药学等方面的需要。该研究理事会与大学和医科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有两大科研机构，一个设在伦敦，另一个在剑桥，共有40个科研单位和一些科研小组。科研领域有：分子结构和性能，细胞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发展生物学，遗传基因图和健康，研究和测试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影响，细菌和寄生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作用和发展，促进对中枢神经的了解，器官系统和癌症，研究与测试医疗活动和保健的效果等。


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atural Enviroment Research Council）
 该研究理事会的科研领域较广，具体有：认识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环境危机与公害，全球在时间和空间规模方面的变化，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水和矿区管理）、废物管理和土地还原，空气、土地、海洋和淡水的污染等。该理事会的下属机构包括：英国地质调查组织，英国南极调查组织，海岸和海洋生物中心，生态和水文中心，还有一些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小组。该理事会的许多科研项目对环境保护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该理事会2008～2009年度预算开支为3.92亿英镑。


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该理事会支持高质量的科研和培训，旨在提高英国的经济竞争力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公共服务和政策的效率。凡得到该理事会资助的所有科研活动都在高等教育机构或独立的科研机构中进行。列入该理事会优先研究的课题有：经济活动和发展，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全球化、区域与新兴市场，治理、规则与责任，技术与人，创新、知识交流与学习，寿命、生活方式和健康，以及社会融入和排斥。该理事会不久前建立了3个新的中心：设在曼彻斯特的改革和环境研究中心，设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制造业组织和改革中心，设在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学的综合生产体系改革研究中心。该理事会2008～2009年度预算开支为1.65亿英镑。


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该理事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英国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提升英国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并负责为整个生物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战略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资助，此外，它还向大约2000名研究生提供科研资助。该理事会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利用、动物健康与福利、生物化学与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医药学、卫生保健等与生物技术有关的方方面面。该理事会还致力于通过为政府与企业发展提供创新与知识转移以提升其经济与社会影响，同时，它还致力于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生物科学。该理事会2008～2009年度的预算为4.27亿英镑。


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英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是全世界最古老、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1662年获得皇家特许状，1664年开始出版《哲学论坛》，从1800年起发行《皇家学会会志》。除以上两种主要刊物外，还发行《年报》。皇家学会的宗旨是以这些刊物为媒介，传播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很高的荣誉，候选人必须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牛顿1672年成为该会的会员，1703年被任命为该会主席。英国皇家学会现有会员1200人，外籍会员100人。许多会员出任政府顾问委员会和相关的研究理事会的成员。学会就科学问题向政府提供独立的咨询意见，并通过其会员在各机构中的活动对国家的发展及制定相关政策作出贡献。英国皇家学会还起着全国性科学院的作用，承担促进科学知识传播和科教事业发展的重任。学会还从事非政府机构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并负责向有关的科研团体分发研究经费。该学会2008～2009年度预算为4.34亿英镑。

五 国际合作与交流

1984年以来，欧盟推出了一系列包括众多学科和部门的合作研究与开发计划，以加强欧洲工业的科学和技术基础，支持欧盟的发展政策。英国参加了其中半数以上的项目，它在生物制药、农业、交通以及社会与经济研究方面具有优势。1999年3月欧盟开始实施第五个研究与开发合作框架计划（1999～2002）。该计划支持战略性和多学科应用研究，旨在解决诸如陆路交通、海洋技术和“未来城市”这类紧迫的欧洲问题。英国的公司、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在这一跨国合作研究计划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英国研究理事会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布鲁塞尔设有一个联合办事处，以促进英国参与欧洲的研究计划。

800多家英国组织参加了“尤里卡计划”。这是一项以工业为主导的计划，目的在于推动欧洲国家在开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产品和工程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约有600多个项目正在进行当中，500多项已经结束。英国公司为成功开发数字无线通信系统作出了贡献。英国还参加了欧洲“科技合作计划”。这是一项鼓励欧洲国家进行跨国家间科研合作的计划，共有32个成员国。英国参加了该计划的176项活动中的157项。交通、电信和材料设备是其主要的传统资助领域。新领域则包括物理、化学、神经科学，以及生物工艺学在农业（含林业）方面的应用。英国也是设在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成员国，并参加了设在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是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研究项目的积极参加者。该项目是通过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国际地球生物圈研究计划组织实施的。它还为海洋钻探研究计划提供捐助。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则为人类前沿科学研究计划和国际癌症研究署提供资助。英国各研究理事会同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协议，以促进这些研究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如英国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与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对应机构签订协议，为促进国际联系提供差旅费与研究奖学金。

英国是经合组织和北约组织属下的一些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联合国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各专门机构的成员。英国研究理事会、皇家学会和英国学术院是欧洲科学基金会的成员。

英国政府还同其他国家的政府签订双边协议，以促进双方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密切合作。英国文化委员会及其驻外代表机构（英各驻外使馆文化处）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在驻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的外交使团中还设有科技专员。

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 小说、戏剧和诗歌

英国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数百年来，英国涌现出许多卓越的作家、诗人和戏剧艺术大师，他们的不朽巨著是欧洲乃至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历史回顾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家就卓有声誉，影响深远。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乔叟和莎士比亚对英国和欧洲的文学艺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及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乔叟（1340～1400），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英国文艺复兴初期的伟大作家和诗人。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生动地描绘了14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乔叟奠定了近代英国语言文学的基础，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现实主义大师当首推莎士比亚（1564～1616）。莎士比亚的作品享誉世界，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他一共写了37部戏剧、2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他的“四大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斯》，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许多历史剧，备受后人推崇。他被尊称为“英国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通过这些剧本，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对英国社会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描绘，揭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历史发展进程，不愧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17世纪是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在文学上，革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印行，各种集团特别是属于革命阵营左翼的平等派和掘土派通过它们来发表政见。二是出现了一位大诗人弥尔顿（1608～1674）。弥尔顿对英国革命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的政论文。他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许多小册子，为英国人民处死国王的行动辩护。他的长篇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采用无韵体形式，表达了坚持斗争、对革命忠贞不屈的信念。另外，来自下层人民的班扬（1628～1688），在他的小说《天路历程》中以寓言的形式叙述了虔诚教徒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的经历，对居住在“名利场”的上层人物作了严厉的谴责。这部作品成为英国近代小说的前驱。

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文学，以现实主义小说著称。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经过笛福（1660～1731，著名作品为《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1667～1745，代表作是《格列佛游记》）、菲尔丁（1707～1754，代表作是《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和奥斯汀（1775～1817，著名作品为《傲慢与偏见》）等优秀作家的努力，到了狄更斯（1812～1870）笔下达到了辉煌的高峰。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董贝父子》、《艰难时世》、《小杜丽特》、《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双城记》等，不仅在欧美广为流传，其中不少还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也有许多热心的读者。他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从英国现实社会中摄取素材，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生活。马克思将狄更斯列在19世纪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首位，高度评价他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萨克雷（1811～1863，代表作《名利场》）和哈代（1840～1928，其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享有盛誉），则是继狄更斯之后著名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此外，司各特（1771～1832）创作的27部历史小说（其代表作有：《威弗利》、《罗布·罗恩》、《米德洛西恩的监狱》和《艾凡赫》），开创了英国历史小说的先河，而且对欧美国家的小说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玛丽·巴顿》，夏洛蒂·勃朗特（1816～1843）的《简·爱》和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的《呼啸山庄》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上乘之作。

以拜伦（1788～1824）和雪莱（1792～1822）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成长在欧洲发生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作品对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抨击。拜伦的代表作《查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表达了他对社会罪恶的谴责和抨击。雪莱的《西风颂》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抒发了对美好社会和生活的希冀。济慈（1795～1821）作为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拜伦和雪莱的第三位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心灵》、《夜莺》、《秋颂》等重要诗篇而出名。有人指出，英国文学史上在莎翁去世之后，还没有哪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一流诗人，创作了如此大量为后世所珍视的诗作。他们的作品对英国和欧洲后来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的英国文学
 20世纪初英国文学的第一个成就是戏剧创作上的突破。爱尔兰人萧伯纳（1856～1950）来到伦敦，他用泼辣的剧评为易卜生所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打开局面。接着他又在自己的创作里巧妙地同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结合起来，写作了51部剧作，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为此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著名剧作有：《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人与超人》、《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巴巴拉少校》、《皮格马利翁》、《伤心之家》、《圣女贞德》、《苹果车》和《真相毕露》等。它们或是辩论社会问题，或是发表新颖思想，但都给观众以高尚的艺术享受。新戏剧的另外一支强大力量也来自爱尔兰。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柏林的阿贝戏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著名诗人叶芝（1865～1939，其代表作为：诗作《因尼斯弗利岛》，剧作《胡里痕的凯瑟琳》）的主持下，演出了他们自己的和新起的爱尔兰作者的剧作。

在英国本土，两次世界大战对文学有重大影响，在精神的废墟上出现了现代派文艺。其诗歌上的代表作是艾略特（1888～1965）的《荒原》。它用新奇的形象、多变的韵律和通过大量的引文对比古今各国文化的手法来描写西方文明的危机感。在小说方面，有以乔伊斯（1882～1941）的《尤利西斯》、吴尔芙夫人（1882～1941）的《到灯塔去》和劳伦斯（1885～1930）的《虹》为代表的“意识流”作品。这些现代派作家将小说艺术推向对心理与动机的细致分析，把过去与现在、现实主义叙述与神话隐喻相互糅合在一起，深入地描写现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亵，在结构和语言上都做了大胆的创新，成为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这些创新活动的同时，继承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写法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如二战前福斯特（1879～1970）的《印度之行》，赫胥黎（1894～1963）的《旋律与对位》，毛姆（1874～1965）的《人性的枷锁》等都很有价值。二战后格林（1904～ ）的《问题的核心》，奥威尔（1903～1950）的《1984年》，以及鲍威尔（1905～ ）与斯诺（1905～1980）分别以《伴随时代乐声的舞蹈》和《路人与兄弟》为总标题撰写的长篇系列小说，则享有很高的声誉。

20世纪50年代英国形成了被称为“愤怒的青年”为代表的作家群。这些青年大多是在工党当政后的福利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靠国家津贴上了大学，然而在阶级分明的英国又感到处处碰壁，因而出现了“愤怒的青年”文学派别。其代表作有艾米斯（1922～ ）的《幸运儿吉姆》、布雷恩（1922～ ）的《向上爬》和西利托（1928～ ）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等小说，以及以奥斯本（1929～ ）的剧本《愤怒的回顾》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剧作。与“愤怒的青年”作家同时出现而风格不同的著名作家有戈尔丁（1911～，代表作为《蝇王》），默多克（1919～，知名作品有《网下》、《黑王子》、《大海啊，大海》等），斯巴克（1918～，知名作品有《安慰者》和《吉恩·布罗迪小姐》）等人。由于他们在小说创作技巧方面所进行的新探索，有时被人们称为革新派小说家。另外，英国也出现了“荒诞派戏剧”。其代表作家是哈罗德·品特（1930～ ）。他在《生日晚会》、《归家》等剧作中用最少的对话、光秃秃的场景写畸零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凄凉生活。品特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英国的演员继续以其精湛的演技闻名于世，还出现了富于创造性的导演如比特·布鲁克。


通俗小说
 英国通俗小说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西方小说形成的年代。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就是地地道道的海上冒险小说。稍晚一点，英国小说家塞缪尔·里查逊（1689～1761）则以《帕美拉》和《克拉丽莎》两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先河。再后一些时候，霍拉斯·沃波尔（1717～1797）于1765年出版了《奥特兰托城堡》。这部小说不但引发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哥特小说热，还影响了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一系列通俗小说形式的诞生。

提起现代英国的侦探小说，人们自然会想到柯南·道尔（1859～1930）和他所创造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被尊为英国古典式侦探小说的创立者。188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首次塑造了福尔摩斯的形象。在此以后，他接连写了许多有关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如《四签名》、《福尔摩斯历险记》、《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等。这些故事在世界各国读者中受到的欢迎经久不衰。为此1902年柯南·道尔被英国王室册封为爵士。从1903年以来，以福尔摩斯故事拍摄的电影迄今已达200多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福尔摩斯的崇拜者，成立了许多福尔摩斯俱乐部，并撰写了大量研究福尔摩斯的论文。

随着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不断问世，侦探小说的轮廓逐步清晰，到20世纪20年代其创作模式已经形成。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和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阿加莎·克里斯蒂（1891～1976），她自称是“受着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传统的熏陶”而开始创作的。在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知名度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家。西方文艺评论家称她是“侦探小说女王”。她一生创作了78部小说、19部剧本和9部文集。她的作品在世界上被翻译成103种文字出版。据说她的作品销售量超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达5亿册之多。她作品中所创造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同福尔摩斯一样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多次被搬上银幕。我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和《阳光下的罪恶》等影片，就是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

间谍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威廉·勒克于1893年创作的《1897年英国之战》开拓了间谍小说的先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出现了不少间谍小说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巴肯（1875～1940）。他在小说《三十九级台阶》中塑造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的形象，成为日后许多间谍小说家仿效的范例。后来英国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把它搬上银幕，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际斗争的尖锐复杂被反映到间谍小说中，从而使间谍小说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战后不久，伊恩·弗来明（1908～1963）发表了一系列以间谍詹姆士·邦德为主角的小说“007系列”，其中涉及冷战、国际犯罪集团、原子讹诈等。詹姆士·邦德成为风靡一时的传奇式英雄。随着“007系列”的出现，间谍小说在通俗小说园地中取得了一枝独秀的地位，已不再是通俗文化的一个附庸，而是它的核心。1962年第一部“007系列”电影《无名博士》问世，从此刮起了一股邦德旋风，到2008年《量子危机》上映时，已是“007系列”的第22部影片了。“007系列”出现于英国的全球大国地位摇摇欲坠的时期，它无疑对稳定英国民心起了某种作用。邦德的神勇机智也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弗来明奇妙的构思和逼真的细节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因而也博得了高雅文学家的赞同。在弗来明之后，又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和优秀的惊险小说。如：约翰·勒卡雷的《荣誉学童》，老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弗莱德里克·福塞斯的《豺狼的日子》，以及肯·福莱特的《针眼》、《三重间谍》、《丽贝卡之谜》和《与狮子为伴》等。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已经突破了写科学、宣传科学的范围而成为主流文学的一个分支，借助于科学幻想反映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探索人类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有阿瑟·克拉克（其长篇小说《二零零一年：空间历险记》已拍成电影，曾轰动一时）和布莱恩·奥迪斯（曾担任英国和欧洲科学幻想小说委员会主席，发表科幻作品30余部，并多次获奖）。

二 电影

英国是电影的发祥地之一，不少英国人为电影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1895年，B.艾克斯用自制设备拍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纪录片《埃普索姆赛马》。1896年R.W.保罗制作了英国第一部剧情片《丘八求爱记》。最初的英国电影多是作为歌舞杂耍表演节目中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是纪录片。1899年，英国出现了第一部故事片《智擒盗宝贼》。从此，电影成为一种独立的大众化娱乐，并在英国各大城市逐渐发展起来。1927年，希区柯克导演的《讹诈》开始了英国电影的有声时代。

从1933年起，英国电影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1937年英国国产片达到220多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20世纪30年代英国电影对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纪录片运动的勃兴。格里尔逊的《飘网渔船》宣告这一流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集结了一批致力于探索现实世界形式美的青年，在政府部门和私人的资助下，拍摄了一些展示自然美或表现工业社会某一侧面的纪录片。不久，这一流派从追求形式美转而开始重视主题，拍摄了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随着记录学派的兴盛，不少剧情片导演也受到影响，如《银行假日》和《群星俯瞰》等便明显的有一种纪实风格。二战爆发后，纪录片和纪实性故事片很快就发展成战时电影的主流。此后，运用纪录片手法便逐渐形成了英国故事片的一种民族风格。

战后初期，英国电影在创作上极为活跃。利恩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大获好评。奥立弗的《王子复仇记》第一次为英国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并荣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鲍威尔和普莱斯伯格的《红菱艳》，则在芭蕾舞剧片和运用色彩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然而，战后英国电影业却面临日趋严重的危机。由于财政困难和来自电视业的激烈竞争，英国电影业日趋萎缩。不少制片厂和影院都关门停业或被美资夺去。很多著名的导演和演员漂洋西去，或是在本土为美资拍片。

20世纪50年代，与“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相应，英国电影业中一批年轻人以林赛·安得森、托尼·里查森为中心，几乎同时发起了一场“自由电影”运动。他们提出要将电影从资助人的宣传目的和制片者的票房追求中解放出来，“自由地”表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1958年克莱顿将小说《向上爬》拍成电影《上流社会》，在英国影坛上首次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英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艺术与伦敦戏剧艺术的接近，使许多导演和演员能在这两种媒体中从事其艺术实践，他们的艺术水平是美国的好莱坞所无法达到的。除了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作品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伊林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一系列社会喜剧，如《好心人与花环》和《去皮姆里可的护照》，也给英国电影带来了国际声誉。

在60年代，英国的电影业尽管与美国的利益有密切的联系，却制作了许多独特的电影，培养了自己的导演。60年代的英国影坛可以说是斑驳陆离，风格、样式不同的影片纷纷问世。像《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和《品尝甜蜜》这样的影片，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强调常人的普通生活、有时甚至是丑陋的生活。而《艾尔菲》则描绘伦敦生活的灯红酒绿，与“新电影”运动背道而驰。描写当代青年为所欲为生活的影片《诀窍》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大场面的史诗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古装片《公正的人》和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汤姆·琼斯》，都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不同风格的成功影片使英国的导演如托尼·里查森（《汤姆·琼斯》）和大卫·林（《日瓦戈医生》）等，获得或保持了国际声誉。

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对英国电影的投资减少，加之英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相应的扶持措施，反而一再削减对电影业的投入，导致英国电影业每况愈下。观众人数也因电视、录像及其他娱乐业的竞争而持续下跌。国内收入的减少加深了电影业的危机。制片商竭力迎合国外观众的口味，具有英国乡土气息的影片越来越少。英国电影院被外国电影，主要是美国电影所占领。英国的优秀电影人才大批涌向好莱坞。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制片成本低廉、设备精良、技术高超，不少美国片商纷纷来英国拍片。名噪一时的科幻系列片《星球大战》、《超人》、《帝国反击》等都是在英国摄制的。人们称这个时期的英国电影企业是美国的“服务性企业”。

面对危机日深的形势，英国电影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英国电影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英国特色，不应该一味迎合美国观众的趣味。80年代伊始，英国电影相继推出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影片。根据名作改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和反映英国社会歧视和残害畸形人的《象人》，赢得了国际影坛的一致好评。《火的战车》和《甘地传》接连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在英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乎是同时，英国影片《优势》在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林赛·安得森导演的《不列颠医院》在戛纳电影节上大受欢迎。此外，《格里高利的女友》、《军人归来》、《当地英雄》、《热与尘》和《教育利塔》等英国影片，也都受到影评界的普遍好评。

尽管英国电影在80年代初恢复了生气与自信，但直到90年代之前，英国一年中上映的国产影片仍不到20部。好莱坞各大公司的影片，不论是超级大片还是文艺小片，却是英国影院的常客，使英国影院一直处于好莱坞的影子之下。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转机。英国电影在政府和实业界的支持下开始复苏。爱尔兰作家兼导演尼尔·乔丹在1992年拍摄的《哭泣的游戏》，被誉为一部“具有真正的乡土气息”的影片，获得本年度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导演等多项提名，并赢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1994年《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它吸引的观众之多在整个电影史上是空前的，在全球收回了2.5亿多美元。接着，迈克尔·李的《秘密与谎言》荣获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95年丹尼·博伊尔导演的处女作《朋友间的小谋杀》，创造了只靠在英国国内的票房收入就收回成本的奇迹。丹尼·博伊尔是英国电影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正是他们使今天的英国电影充满活力。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国际威望、在好莱坞闯荡的英国导演也纷纷回国。

1997年可以说是英国电影的复兴年。迈克尔·温特博特姆的《欢迎来萨拉热窝》在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好评。加里·奥尔德曼的《不要吞咽》在多伦多电影节受到欢迎。威尼斯电影节举办了一个名为“英国复兴”的项目。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的电影《憨豆先生》，在英国本土票房收入达3000万英镑，在德国、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也纷纷创下了第一周票房销售的新纪录。另一部喜剧《一脱到底》的本土票房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全球突破2亿美元大关。该片荣获第70届奥斯卡奖的4项提名，获得了音乐片或喜剧片类最佳原创音乐奖。在1997年4月揭晓的英国电影学院奖中，《一脱到底》击败全球最卖座的大片《泰坦尼克号》，捧到了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

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对本国的电影业采取扶持政策。布莱尔首相上台伊始便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专门接见了英国一些最具声望的艺术家，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电影编导和制片人。这被认为是工党政府关注电影和其他创意事业发展的一个信号。在制定第一个年度预算时，政府就降低了制片税。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使民族电影平稳发展。布莱尔政府还任命了一位电影部长，这在英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英国在文学、戏剧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改编文学和戏剧名著是英国电影的传统做法，也是英国电影的传统优势。许多英国作家、戏剧家的经典作品成了英国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英国人喜好幽默，喜剧片也是英国电影的传统类型之一。近期的英国喜剧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温馨喜剧，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另一类则是近乎闹剧的喜剧，代表作是《憨豆先生》。

英国电影兴盛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乃是英国演员的演技水平高。从奥斯卡奖的历史上看，有多届的表演奖，特别是最佳男、女主角奖都让英国演员捧走了。例如，第6届影帝切尔斯·劳顿（主演《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被誉为“有史以来罕见的表现派表演大师”。第21届影帝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王子复仇记》），共有10次入闱影帝，正式获奖3次，另外两次是特别奖。第30届影帝亚历克·金纳斯（主演《桂河大桥》），享有“千面人”的美誉。第55届影帝本·金斯利（主演《甘地传》），被认为是最擅长饰演伟人的影星之一。第12、24届影后费雯丽（主演《乱世佳人》和《欲望号街车》），两次入闱两次中鹄。第37届影后朱莉·安德鲁丝（主演《玛丽·波宾斯》），有“全世界最受喜爱的女星”之称。第38届影后朱莉·克里斯蒂（主演《亲爱的》），曾3次入闱。另外，在最佳男、女配角奖中，英国演技派演员也多榜上有名。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届奥斯卡奖都有英国演员入闱。特别是艾玛·汤普森于1996年凭《理智与情感》一片，连获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大奖，这在奥斯卡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目前活跃在英国影坛上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有：肯尼思·布拉纳、迈克尔·凯恩、肖恩·康纳里、朱迪·丹赤、拉尔夫·法因斯、休·格兰特、理查德·E.格兰特、安东尼·霍普金斯勋爵、格温尼丝·帕尔特露等人。知名的英国导演有：艾伦·帕克、萨姆·孟德斯、迈克· 纽厄尔、萨利· 波特、迈克尔· 雷德福、肯· 洛歇、迈克·利和安东尼· 明赫拉（他执导的影片《英国病人》获得1997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等。2001～2007年，英国电影人在各种世界级奖项中共获奖173项，占这期间奖项总数的14%。尤其是海伦·米伦（Helen Millen）凭《女王》一片获得2007年学院奖与BAFTA电影奖两项最佳女主角（2007年）桂冠。

三 音乐

英国人有爱好音乐特别是爱好声乐的传统。封建时代的流浪音乐家和歌手可以说是最早的职业音乐家。中世纪时，英国形成了一种带有民间音乐色彩的抒情歌手的艺术。12世纪末号称“狮心王”的理查一世国王，就是著名的抒情歌手。天主教的各种赞歌则在封建时代的宗教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16世纪和17世纪，在英国经济、文化高涨时期，音乐在社会、家庭生活与剧院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小提琴家巴尼斯特1672年在伦敦第一次组织了公开的音乐会。英国的音乐家们在欧洲享有盛誉。威廉·伯德就是当时最杰出的英国作曲家。英国的民族歌剧产生于17世纪末，它是同英国卓越的音乐家珀塞尔（1659～1695）的名字分不开的。他创作了许多舞台音乐作品，如《仙后》、《阿瑟王》和其他一些带音乐的戏剧。珀塞尔的歌剧《第多与艾涅》将民间歌曲的音乐运用到歌剧之中，使这部歌剧具有民族的特征。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作曲家们的创作只具有地方性意义，外国作曲家占据了英国的音乐舞台。出生于德国的亨德尔（1685～1759），曾长期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并成了英国的臣民，故也有人视他为英国人。他那世人皆知的清唱剧《弥赛尔》，直至今日仍深受英国人的喜爱。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音乐掀起了民族复兴运动。著名的“新英国乐派”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其重要作品有清唱剧《格伦舍斯之梦》和管弦乐变奏曲《迷》等），使英国音乐重新走向了世界。

20世纪，英国音乐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各种音乐，不论是管弦乐和合唱音乐、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歌剧与民间通俗歌曲、轻音乐和爵士音乐等，都拥有众多的爱好者。人称20世纪的英国音乐是梅开二度，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多样化。英国每年举办的各种艺术节，其中有许多都有着强烈的音乐背景；在全国许多大的城镇都举行季节性的古典音乐、通俗歌曲、流行音乐和合唱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爱好者及游客。活动的主要中心在伦敦的皇家节日大厅、伊丽莎白女王大厅、珀塞尔公寓、巴比坎艺术和会议中心、皇家艾伯特大厅等。此外，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贝尔法斯特等城市也都有各自的音乐大厅。

20世纪以来英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音乐家，如威廉斯、蒂皮特、勃里顿、沃尔顿等人早已享誉世界。著名的作曲家有彼德·马克斯威尔·戴维斯勋爵、理查德·罗德尼·贝内特、约翰·塔维纳、哈利逊·伯特威斯特尔勋爵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科林·戴维斯勋爵、费农·汉德利、特雷弗·平诺克、约翰·埃利奥特·加德纳、安德鲁·戴维斯和西蒙·拉特尔勋爵则是知名的英国指挥家。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英国流行音乐的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音乐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已成为英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摇滚乐影响的日益深入，英国开始出现一批有才华的歌星和乐队。他们逐渐摆脱对美国流行音乐的模仿，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使摇滚乐开始具有英国特色。引起这场流行音乐革命的是来自利物浦的4个青年，他们组成了一个自称“甲壳虫”的乐队，自编自奏自唱，将摇滚乐转化为一种更年轻、更大众化、更富旋律的年轻人的文化。以“甲壳虫”乐队为代表，并以合唱组合形式兴起的英国式摇滚乐队，开创了一个群雄并起、争相斗艳的流行音乐“甲壳虫时代”。英国的流行乐队在国内和世界上都拥有众多的听众，经常引导世界流行音乐的新潮流。“辣妹”与埃尔顿·约翰等英国流行歌手的盒带，已经成为英国新的出口支柱。流行音乐也成为英国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1997年英国出口音乐制品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钢铁出口的收入。2006年英国音乐制品的海外收入达15亿英镑。这一产业的年产值约50亿英镑，其中国内消费者花在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以及歌剧方面的费用约在33亿英镑左右（1999年数据）。该行业雇佣的职工达23万人（2005年）。

英国主要的交响乐团有伦敦交响乐团、菲尔哈莫尼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皇家交响乐团、BBC交响乐队、伯明翰市交响乐团、利物浦交响乐团、曼彻斯特交响乐队、伯恩茅斯交响乐队、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以及英国室内管弦乐队、苏格兰室内管弦乐队等。

英国主要的合唱团有巴赫合唱队、皇家合唱团、天鹅湖交响乐团合唱队、爱丁堡皇家合唱俱乐部等。以专门演唱早期英格兰复调乐曲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十六人合唱队”，享有国际声誉。

英国主要的音乐学校有皇家音乐学院、伦敦音乐专科学校，以及设在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城市的音乐专科学校。在一些大学（如牛津、剑桥、伯明翰大学等）也教授音乐知识。

四 舞蹈

16世纪初在伦敦出现的假面戏宫廷剧，是各种不同戏剧体裁的结合，其中穿插着时事题材的讽刺插曲、歌曲、舞蹈和器乐曲。英国的舞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此后，民族舞蹈形式在话剧、舞蹈戏剧演出中，特别在哑剧中得到了发展。18～19世纪，外国的芭蕾舞剧团在伦敦上演了芭蕾舞剧。20世纪20～30年代，在俄罗斯演员巴甫洛夫和佳季列夫的影响下，英国人对芭蕾舞剧产生了兴趣，建立了大型舞蹈团体：芭蕾舞俱乐部（后改名为“兰伯特芭蕾舞团”，1966年起改组为最主要的现代舞剧团），维克·威尔士芭蕾舞团（1957年起更名为“皇家芭蕾舞团”）。英国的芭蕾舞蹈家们尽力把俄罗斯学派的经验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了古典遗产的剧目有：《吉赛尔》、《天鹅湖》和《睡美人》等。英国的哑剧传统则在《哈姆雷特王子》、《皇后与小丑》等芭蕾舞剧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与民族诙谐文学和绘画有联系的芭蕾舞喜剧《正面》和《摆阔气者的前程》，也得到了推广。促成英国的芭蕾舞剧向大型舞蹈形式过渡，是由芭蕾舞导演艾什顿实现的，他倾向于古典舞蹈，导演了一系列用交响乐伴奏的芭蕾舞剧。英国芭蕾舞蹈家们的风格特点是：与诙谐相结合的抒情、正统、严格，这些都是对传统采取谨慎态度的结果。

英国的舞蹈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据估计，全国有600万人参加这一活动。舞蹈已成为英国人广泛参与的活动之一。英国的舞蹈团体一般接受英国艺术委员会以及私人和商家的财政资助。皇家芭蕾舞团、伯明翰皇家芭蕾公司、英格兰芭蕾公司、北部芭蕾剧团和兰伯特舞蹈公司，都是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团体，并配有职业交响乐队。英国著名的芭蕾舞蹈动作设计家有马修·鲍恩、克里斯托夫·布鲁斯、里查德·阿尔斯顿、劳埃德·牛森、阿什里·佩齐、肖巴那·杰亚星、肖伯汉·戴维斯和乔纳森·柏洛斯。主要舞蹈家有达塞·巴塞尔、吉尔·克拉克、亚当·库珀和德博拉·布尔等。

皇家芭蕾学校、芭蕾中心学校、北部当代舞蹈学校、伦敦当代舞蹈学校等艺术院校，承担培训舞蹈学员和舞蹈动作设计人才的任务。所有得到政府资助的舞蹈公司都提供舞蹈练习场地和各种教育活动。

五 绘画

在绘画方面，16世纪和17世纪在英国有影响的画家是德国的贺尔拜因、鲁本斯与凡·代克。特别是凡·代克，他的绘画艺术成了英国画家的典范。到了18世纪，这种局面才被打破，英国产生了自己的民族美术。无论是风俗画、肖像画或是风景画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不少杰出的画家。其中最具思想性的是风俗画家荷加斯（1697～1764），他的风俗画或肖像画都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英国各阶层人士的生活。特别是在其具有连续性的总题为《文明结婚》的4幅画《婚约》、《新婚夫妇家庭的早晨》、《决斗》和《自杀》中，他讽刺了当时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生活与卑劣性格。在肖像画方面，庚斯博罗（1727～1788）是18世纪英国最主要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他的肖像画式样丰富，描绘生动。他还是英国风景画的先驱者之一，晚年创作了不少风景画，如《柯纳多之森林》、《去市场的载货马车》等。19世纪是英国风景画的黄金时期。从18世纪英国风景画之父威尔逊起，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之后，英国风景画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英国风景画向前发展并攀上顶峰的是康斯太勃尔和泰纳。康斯太勃尔（1776～1837）从前辈艺术家那里得到不少启示，他的作品能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人们的感情与画面融合在一起；其代表作有：《干草车》、《麦田》、《从主教的庭院看索尔兹伯里教堂》等。泰纳（1775～1851）与康斯太勃尔相比更富于幻想，现实对于他只是达到幻想的跳板，一旦想象与现实发生冲突，他就用幻想来处理自己的创作。泰纳艺术的真正理解者和继承者是印象派。印象派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从康斯太勃尔和泰纳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和启示。

在20世纪初英国的绘画艺术中，继续存在着传统的学院派潮流。与此同时，颓废潮流也在英国发展并流传开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艺术中愈益加深了形式主义倾向。在20世纪的艺术中，现实主义的肖像画和生活写实画及雕刻，同野兽派、未来派和立体派等新流派一起得到了发展。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批把自己的创作同工人阶级的命运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家。50年代形成了一批“社会现实主义者”，创作了一系列题材广泛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包括争取和平和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创作，反映了英国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阴暗面。

今天，英国人对绘画和雕刻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艺术家们正在用各种颜色、形状和材料进行探索。除了在中学、大学和艺术俱乐部之外，画家们还在街头以及在公园和空房子里举办展览。如果走运，他们的作品有可能被当代美术院选中参展。像约翰·派珀和格雷厄姆·萨瑟兰这样一些老一辈的现代派画家都早已闻名于世，但他们年轻时也曾离经叛道。亨利·穆尔是国际艺坛备受推崇的现代雕塑大师，被誉为历史上最杰出和20世纪最负盛名的雕塑家之一，他首次展出其雕塑作品时曾让人们大为震惊，他的作品现已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

英国的民间艺术在18世纪已很繁荣。很久以来，英格兰的陶器、木刻和木画（在农村的房子上、船上、旋转的木马上）、民间木版画都极为普遍。苏格兰以花格布、皮手袋、匕首闻名。威尔士则以橡树雕刻的家具和色彩鲜艳的装饰陶瓷闻名。

六 文化产业及设施

英国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伦敦是世界主要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近年来，其他一些大城市，如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爱丁堡、格拉斯哥、加的夫等，也都在这方面得到迅速发展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英国文化艺术部门的产出对整个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对商业网点的分布和旅游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2006年，英国的创意工业（包括音乐、电视、广播、软件、戏剧、电影、出版、设计、建筑、时装、工艺品和古玩）年产值为573亿英镑（1997～2006年间年增长率为4%），就业人数近200万人（2007年夏天）。创意工业的出口产品和服务收入达160亿英镑。英国文化产业在国际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16%以上。


管理体制
 英国文化、新闻和体育部制定政府的相关政策，负责管理英格兰国家博物馆与画廊、英格兰艺术理事会、大英图书馆以及其他国家艺术和文物机构，并向它们提供相应的经费开支。该部的职责还包括：管理电影和音乐产业、广播和新闻事业、国家彩票业以及发放文物出口许可证等。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地方议会则分别负责管理它们各自的文化艺术事业，包括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以及相应的艺术理事会。政府资金是通过艺术理事会、英国电影研究所和“苏格兰银幕”等机构间接分发给各艺术组织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独立的艺术理事会，是负责向影视、表演艺术、社区艺术活动和文学艺术机构分发政府资助与彩票收入的主要渠道。其中英格兰艺术理事会作为主管英格兰地区艺术活动的权威机构和倡导者，负责向一些全国性的主要艺术创作单位提供资助，这些机构包括：皇家歌剧团，皇家芭蕾舞团，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公司，英格兰国家歌剧团，皇家莎士比亚演出公司，皇家国家剧院，伦敦南岸艺术中心，以及像北方歌剧团和英格兰国家芭蕾舞团等一些巡回演出公司。与此同时，英格兰艺术理事会还授权英格兰10个地区性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处理区域和地方性的艺术活动。这些地区艺术委员会还从英国电影研究所和地方当局那里获得资助。英国全国设有200多个艺术中心，向人们提供观赏各种专门艺术的场所和参与艺术活动的机会。几乎所有艺术中心都是由专门机构管理，同时有志愿者提供服务。它们主要由艺术理事会、地区艺术委员会和地方当局提供支持。


剧场、音乐厅和电影院
 戏剧演出在英国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剧场兴建于16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距今已有400余年。那时的剧场是圆形建筑，外圈为木结构带顶走廊，下面设有一排排的座椅，中间是个露天小院，戏台就在院中央。观众在场内可以走来走去，有的边看戏边吃喝，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也不时高呼或哄笑。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当年就是为这种剧场写作的，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球剧院”是当时最大的公共剧场。目前英国大约有300多所剧院和音乐厅，其中约有100所在伦敦。伦敦有一些剧院是专供某些特定剧种和表演团体演出的。如皇家国家剧院设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3个演出大厅，主要演出现代和古典戏剧；巴比坎中心的两个演出厅，一年约有半年的时间供皇家莎士比亚演出公司使用；设在伦敦斯隆广场的皇室剧院，专门供英格兰舞台表演公司演出新作品；伦敦皇家歌剧院专供歌剧及皇家芭蕾舞团演出；皇家节日大厅、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和皇家艾伯特大厅等，则供演出各种音乐歌舞节目使用。伦敦以外的少数大城市也有剧场，但为数有限。较小的城市大都有“保留剧目剧院”，这种剧场通常由一个剧团使用，定期轮换上演一批保留剧目。英国有一家著名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专在莎翁故乡斯特拉特福演出他所写的剧目。另一家“老维克剧团”，是英国最大的巡回演出团体，它在伦敦的基地是国际知名的“老维克剧院”。

英国的电影放映业十分发达，从20世纪30年代起曾风靡全国，当时一些城市中最漂亮的建筑物往往是电影院。然而自电视问世以后，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业受到严重冲击。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英国至少有1500家影院停业，其中许多变成了游戏厅。不过作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电影观赏业虽历经沧桑但并未一蹶不振。随着英国电影制片业的复兴和发展，电影放映事业已从8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中恢复过来。到1996年底，英国国内生产的影片和电影观众的数量都达到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点。据统计，当时全国约有2200个银幕，每周的观众有250万之多。2007年英国有多功能复合影院（每个影院至少拥有5个银幕）727家（银幕总数达3514个，其中数字银幕296个，在欧洲居第一位）。2007年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为8.21亿英镑，观众人数1.62亿人次。2007年英国电影业创造的总附加值为40.2亿英镑（包括DVD、出售给电视台的电影等），从业人员3.86万人。英国电影在世界上也受到了广泛欢迎。2007年电影产业的出口值达10.5亿英镑，创造了2.32亿英镑的盈余。


博物馆和美术馆
 英国有大小不等的博物馆和美术馆2500个，其中约有1000个博物馆是独立的，800个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在2006～2007年间，共接待了参观者1亿人次，其中约1/3是外国参观者。英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每年可从政府的公共开支中得到6.2亿英镑的收入。国家级博物馆主要从政府得到资助。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国家级博物馆都由独立的管理人管理。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始建于1753年，它有100多个展厅，展品宛如一部浓缩的世界文明史；其他主要的博物馆还有：泰特现代美术馆、国家美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肖像博物馆，等等。大英博物馆对游客完全免费开放，维修费用由政府负责拨款。有些国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过去曾收门票，但从2001年11月开始，所有的国立博物馆与美术馆已免费开放。政府认为，此举对提高国民生活中的艺术含量是有益的。该举措受到人们的欢迎。大约有10万名员工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工作，创造营业额年均15亿英镑左右。英国大约有40%的人口平均每年至少去一次博物馆或美术馆。


图书馆
 为了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英国设立了约5000个公共图书馆，其中3500家在英格兰。据统计，英国约有3400万成年人（占居民总数的58%）是地方图书馆的成员，其中约半数每月至少借书一次。在1999～2000年度，从英国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者达4.8亿人次，借用音像作品者达3.7亿人次。成人小说占借阅图书的约50%，成人非小说类文学读物占25%，儿童读物占23%。2006～2007年度，英格兰的公共图书馆共接待读者2.88亿人次，另外，据估计，约有4800万人次曾浏览过公共图书馆的网站。该年度英格兰的3500家图书馆共藏书8100万册，图书借阅量为2.69亿次，音像材料的借阅量为2700万次。大英图书馆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著名、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它的前身是1857年建成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厅，至1997年准备迁往新址而关闭前的140年中，它接待了许多著名人士。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甘地、狄更斯、萧伯纳等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曾在这里阅读、写作。马克思就是在这里撰写《资本论》的。20世纪后期，英国政府耗资5.2亿英镑、历经15年建造的新馆，已于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读者开放。新馆的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设有11个阅览室、3个展览室和一个有200多个席位的会议室，并备有图书检索电脑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大英图书馆共藏书1200万册，并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收藏者。按法律规定，英国出版商有义务将它们新出版的图书送交该图书馆。它收集有上千年来世界各地出版的文献约1.5亿件，其中也包括音乐作品、地图、邮票等。除此以外，英国各高等院校和进修学院中有近700个图书馆，在其他各类学校里有5600个图书馆，另有2200多个专门图书馆设在其他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如商业公司、科研理事会及政府各部门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分别达700万册和600万册。

第四节 医药卫生

世界各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依据政府干预的程度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市场主导模式，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运作。病人或者直接支付医疗费用，或者通过商业保险由第三方支付部分费用。这种形式往往与政府提供的医疗救助并存，美国实行的就是这种体制。二是社会保险型。由受保人及雇主、政府缴费形成医疗基金，由基金支付受保人的医疗费用。欧洲大陆某些国家（如德国）就实行这种模式。三是由政府直接经办医疗服务机构为全体公民提供医疗服务。英国的国民医疗卫生服务，就属于这种典型的由国家经办的医疗服务体系。

一 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

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是由二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旨在使英国每一个居民在免费或支付低廉费用的前提下，尽可能方便地得到医疗和救护。在此之前实行的英国医疗卫生体系是一种混合模式，存在着市场因素、社会保险因素、慈善因素及政府供给因素。初级医疗以社会保险为主，也有市场作用；医院医疗以慈善因素为主，政府也提供一些服务；群体的卫生服务则由政府提供。二战期间政府发表的卫生白皮书提出对英国的医疗卫生制度进行改革，主张确立一个原则，即无论病人的支付能力如何，都应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在此基础上，1946年通过并从1948年开始实施的《国民医疗保健法案》，把所有的医疗卫生事项都纳入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对民办和市立医院实行国有化，并在医疗保健事业中实行普遍性原则。该法案规定：无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无论个人的支付能力如何，只要需要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几乎包容了所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基本医疗、特殊项目治疗和医疗卫生的普及，对于传染病预防、药品和食品安全以及环境卫生工作也都作了相应的安排。在国民卫生服务之外，只存在很少一些按市场原则运作、求诊者自付费用的私人医生服务和由护理中心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由宗教机构管理被称作独立医院的私立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但其规模很小，只对国民卫生服务体系起补充作用。


经费来源
 英国的国民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主要由国家从税收中拨付，其余则从社会保险基金中以国民医疗保健费的名目支付一部分，再就是就若干项目向求诊者收取少量费用。国家用这些资金开办医院，雇佣医务人员；或者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向私人开业的医师购买医疗服务，向制药公司购买药品，给全体公民提供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和药品。该体系建立之初，国家本打算对诊断、治疗和药品提供全部免费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避免浪费并给经费日趋紧张的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一些收入，政府决定改由病人在某些情况下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例如，病人通常需要交纳一定的处方费，镶牙、配眼镜以及牙科和眼科的检查大多要收费。另外，病情并不需要、但本人要求留院治疗者的住院费也需要自付。不过16岁以下的儿童、社会救济金领取者和大多数老年人，通常都能获得全额免费医疗服务。事实上，大约80%的医疗处方项目是免费提供的。从总体上说，居住在英国的本国公民和欧盟公民（英国和欧盟成员国订有医疗互惠协议），都可以免费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据统计，1997～1998年英国国民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约420亿英镑，约占政府开支总额的14%、国内生产总值的6%。另据1999～2000年统计，英国国民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79%来自税收，13%来自国民保险费，8%系病人交纳的费用和其他收入。近年来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支出增长较快，2007～2008年度预算支出为900亿英镑，即从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3%。


体系结构
 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在结构上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医院服务，包括规模不同的综合性或专科医院，占全国医疗卫生开支总额的2/3，雇佣的人员也是最多的，在该体系中起核心作用。第二部分是全科医生（也称家庭医生）服务。全科医生一般在小诊所或集体诊所中工作，直接与居民联系，起着初级医疗保健的作用。第三部分是地方当局提供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重点在于为群众的公共卫生服务，也包含为个人的医疗保健服务。

二 国民卫生管理体制的变化


行政管理体制
 英国的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总体上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在具体运作上实行分权管理，通过全国各地的医疗卫生当局和相关部门实施管理。

目前在英格兰设立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有99个，威尔士设有5个，苏格兰设有15个，北爱尔兰设有4个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门。这些机构分别根据相关地区居民医疗保健的需要，负责提供医院服务和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组织全科医生、牙医、药剂师和配镜师为居民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国家同这些服务提供者所签订的相关合同。医疗卫生管理机关还在工作中同负责社会工作、环境、教育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地方当局密切合作。全国各地设有社区卫生委员会（苏格兰叫“地方卫生委员会”，北爱尔兰则称“地区卫生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代表当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意见。


70年代和80年代管理体制的调整
 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自二战结束时建立以来，前30年相对比较稳定，此后20多年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体制改革和变化。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之初，英国实行的是全科医师、医院和公共卫生三个系统并列的管理体系，在行政上则形成了地域（regional）和区（district）两级管理体制。1974年进行了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在英格兰引入了三级管理体制，在原有的地域卫生署（regional health authorities）之下设立90个地区卫生管理局（area health authorities）和206个区管理组。但5年之后，政府决定撤销地区一级机构，新设立了192个区卫生管理局（district health authorities）。1983年，由格里弗斯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有关加强国民卫生服务管理的咨询报告，建议加强垂直领导，由卫生部任命地域卫生行政首长，然后由地域卫生署任命区卫生行政首长。格里弗斯报告的建议基本得到采纳，形成了当今英国卫生管理的基本格局。目前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中传统的三元结构痕迹虽仍然存在，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加强，形成了一个以卫生部对医院的管理为核心线索的结构体系，在这个线索的不同环节上建立与其他两条线索的联结。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卫生部，它设立的卫生服务监督委员会和卫生服务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卫生事务的监督与管理，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护理、药品、生育等专门业务的常设咨询机构。卫生部通过地域卫生署和地段（相当于区，但与区的行政划界不完全一致）卫生处两级机构对医院实行垂直领导。


建立“内部市场”，引进竞争机制
 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具有明显的供给导向，医疗的供方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的优点之一是在享受医疗服务方面的平等，不受个人经济能力的限制，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福利，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普遍主义原则对需求缺乏约束，往往造成过度需求（如大量病人排队等候住院），在初级医疗中容易导致对药品的过度依赖和浪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开始对供给导向的国民卫生服务体制进行反思。在撒切尔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影响下，设法启动市场机制，围绕医疗需求进行相关的改革。1988年英国政府对国民卫生服务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为了病人》白皮书中引入了“内部市场”概念。从1991年开始，医疗卫生的“供方”同“买方”分离。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赋予“买方”以更大的选择自由，置“供方”于竞争的压力之下，从而促使其提供质量高、效益好、与“买方”所付费用相应的服务。卫生当局不再直接管理“服务”，它作为“购买者”通过签订合同向医院、社区服务机构、救护车服务单位等购买医疗卫生服务。这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成为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信托人”，有权就本机构的员工人数、工薪以及如何收取服务费等自主做出决策。全科医生在新体系中首次被授权安排经费预算。一些较大开业单位的全科医生可申请成为“经费持有人”，从地方卫生当局那里领取年度预算经费，有权就病人的需要做出决定，并通过同供应商签订相应的合同为病人购买一系列医疗服务。

培育私营医院，扩大它们的作用，是保守党政府医疗卫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私营医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私营医院的病床增加了50%多。这些医院一般由宗教机构管理或以商业形式经营，21世纪初，规模较大、拥有手术设备的私营医院有216家，病床10911张。不过这并没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绝对优势地位。全国只有约1/4的病人自己支付医疗费用。从病床比例看，属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医院病床占总数的96.1%，私营医院的病床只占3.9%。保守党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在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也有所表现。早在60年代，国立医院内就设立了一些半商业性付费病床，其设备和服务水平较一般病床都高。1965年医院病床总数中的1.25%属付费病床，1980年的付费病床总数为近3000张。保守党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提高付费标准，减少医院补贴，使个人付费更接近成本。私有化政策还表现在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上。在70年代商业保险就已围绕付费病床服务的出现而开展业务了，但规模不大，当时只占卫生总支出的3%。21世纪初全国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人口约有550万（占居民总数的10%）。人们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手术排队时间，以及获得一些国民卫生服务不提供的服务项目，如特殊的老年护理、整容等。

此外，卫生部门还开始建立一种称为“准市场”的机制，将医院的环境保洁、衣物清洗、餐饮等方面的辅助职能尽量分割出去，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进行招标，由专业公司承担。

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宣布废止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内部市场”，拟发展一种新的组织替代模式。与保守党政府相比，工党政府更强调在医疗工作中应贯彻普遍和公平原则，增加国民卫生服务经费的数额，减少医院排队等候的时间。它取消了全科医生“经费持有人”的制度，在每个地区建立“初级医疗小组”（Primary Care Trusts），由其控制地方国民卫生服务约80%的经费，负责为地方社区办理医疗卫生服务事宜，使医院与地方卫生小组之间建立起一种经过整合的更加统一的关系。

三 初级医疗服务

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初级医疗服务也称“家庭医疗服务”，是指由全科医生（也称家庭医生）、牙医、配镜师和药剂师提供的医疗服务。全科医生被称为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守门人”。在英国，人们患病求医大多必须先看全科医生，由他检查、诊断、治疗，提供医疗咨询，开出适当的处方，必要时再向医院转送病人。目前全英大约有全科医生诊所1万多个，医生3.5万人，每个医生平均负责照看约1900名注册的病人，每名全科医生每周大约诊断病人140人次。由全科医生提供的诊断平均每年达2.9亿人次。居民不是有病时再找医生，而是平时就选择好自己的全科医生，登记注册，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他所需的服务。社区所有的居民都必须到全科医生的诊所注册，以便取得最初级的医疗服务。居民可以改变注册，重新选择自己的全科医生，但需要得到同意。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全科医生提供的诊断和医疗服务比较有限。他们一般不配备X射线仪器或其他特殊检验设备，病人需要进行大型检查时，往往由医生转送到专业的病理实验室去做。他们通过处方治疗的是常见小病或慢性病，也可以做一些小型外科手术。为了适应医疗技术的发展，在医疗服务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办法之一是全科医生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并采取联营的方式，由几个医生组成小组，在小组内进行分工，其中一些人选择诸如儿科、老年病、精神病等专业；有的甚至组成医疗中心，由具有专科知识的医护人员及社会工作者构成。

全科医生提供的服务绝大多数是免费的。医生应得的酬劳，经病人签字后由地方家庭卫生委员会支付。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通常是按照就诊人数付费。1990年所进行的付费改革，采取人头包干，按照医生注册的居民人数拨付经费，其中75岁以上及5岁以下的居民人头费相对较高。依据这种制度，全科医生的收入60%以上来自人头费，其他则包括一些诸如小的外科手术、夜间服务、上门服务等项目的收费。

家庭卫生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的管理，其前身是行政委员会，设在地段卫生处。其成员一半由专业人员推举产生，另一半则由地段卫生处及地方政府机构任命。全科医生必须与该委员会签订合同。全科医生的活动由家庭卫生委员会规定。每个委员会指定一个独立的医疗顾问，由其与全科医生联系并负责提高全科医生的行医水平。

牙科和眼科服务在基层是与全科医生分开营业的。这种区分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外，也有福利政策上的因素。全科医生服务是免费的，而牙科及眼科服务则要付费，但政府对每次治疗的价格进行限制。2007年大不列颠有牙医2.5万名。基层牙医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转到牙科医院治疗。一定年龄以下的群体以及孕、产妇可以得到牙科免费服务。眼科医生设有自己的专业委员会，负责审核眼科医生及配镜技术人员的资格，2007年英格兰共有眼科医生8946名。眼科服务一般要收费，配镜服务也是这样，在国家卫生部门指定的品种范围内，只收取镜片和镜框的材料费。如果超出这些品种，就必须收取包括制作费在内的全部费用。从1999年4月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免费得到眼科检查。

四 医院服务

在英国，如果病情需要，全科医生通常会把病人转到地方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医院，由专家和会诊医生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但急诊以及一些专科的诊治，病人可以直接到医院求治。据统计，英国全国有综合性医院（含地区医院和教学医院）以及包括精神病院、妇产医院和康复中心在内的各种专门医院共约1900家。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雇员超过150万人（2008），其中英格兰的雇员为130万人。英国有一些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医院，拥有某些最先进的医疗技能和设施。但也有许多医院建立于19世纪，其建筑和设备都已陈旧，急需现代化、改建或扩建。某些医院病床短缺的情况严重，许多人只得长期排队等候住院及手术，个别人甚至因此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这往往被看成是英国医院数量不足、质量低下的标志。

不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人指责这是由于前保守党政府长时间大量削减医疗卫生经费所致，认为工党现政府上台后对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公共事业投资也不足（特别是在前期）。也有人指出，它与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英国医院提供的服务包括门诊、住院及疗养等形式。门诊治疗不收医疗服务费和药费；若是住院，不仅医疗、吃、住全部免费，全部护理工作也都由医院承担。由于病人不承担医疗成本，因此造成对医院服务的过度需求，尽管有家庭医生“把门”，但转诊病人远远大于医院的承受能力。事实上，排队等候住院者中有许多人是可以不住院的，是由病人的过度需求引起的。

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医院除教学医院外，大多数都由地段卫生处管理，由其向医院分配经费预算。由于一些规模较大的医院服务覆盖范围往往大于区，它们不愿意受区卫生当局的领导和控制。因此在1991年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中，150家大医院从区管范畴中划了出来，另行成立独立的医院集团，直接隶属地域卫生署。它们有自己的经费预算，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在支付方式上，地方卫生部门与医院建立了“政府购买”式关系，由政府作为买方、医院作为供方签订合同。支付方式综合了以下三种办法：（1）人头包干。按照医院服务的区域范围，根据其居民人数、医疗服务工作量的预测，规定相应的经费，主要由它决定政府对医院设施的投入。（2）按照就诊人次总数定额。依据一定的人次数指标拨给经费，实行包干。它主要决定医院的人力、药品和日常开支，实质上是一种总额预付包干。（3）对超过定额的工作量，按照人次数和预定的单价进行支付。它主要解决医院实际工作量大于计划的部分，在硬性计划之外提供了弹性的支付。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医院服务的特点是完全由政府办医院。政府不仅负责医院的投资，还直接雇佣工作人员，提供全部医疗费用。这种体制的优点是对病人的医疗保障比较充分。但其缺点也很明显，除常受指责的服务质量问题外，还有医院效率不高，医院之间缺乏竞争，雇员收入不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同行，等等。工党政府1997年上台后宣布了改革与改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白皮书，2000年7月又发表了国民医疗改革的十年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大幅度压缩病人候诊时间，增加病人的选择权，建立一套方便病人的医疗服务体系。2000年排队等候做手术的最长时间为18个月，要求到2005年时缩短到6个月，到2008年缩短为3个月。政府计划在2000～2010年期间新建100家医院，增加7000张病床，增招医生7500名、护士2万名和全科医生2000名，同时将对3000家诊所实行现代化，开办500个由全科医生、牙医、配镜师等医疗和保健专家组成的保健中心。2008年，英国共有医院医生9万人，护士40万人，以及1.6万名紧急救护人员。

五 药品供应

英国是世界上的药品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拥有科研基础雄厚的庞大的制药工业。在英国，大多数药品是由全科医生开处方配给的。全科医生的处方用药94%靠零售药店销售。1991年全国有近12.3万家零售药店。它们通常由拥有一定资格的药剂师经营。药剂师由皇家医药学会注册、审查和控制。药剂师除了出售药品外，经过培训后还承担诸如戒烟服务、一些小病的治疗等服务。政府对药店的布局进行调控。家庭医师委员会负责社区的药品供应，还负责选定药店与其签订合同的工作。2007年，英格兰共有签约药店10133家。

药店经营的处方用药只有12%的处方收取费用（2006），呈逐年下降趋势，当年平均每个收费药方的费用为10.35英镑。实质上这不是药费而是药店的手续费。对儿童、孕妇、老人、收入低于贫困线者及一些慢性病人，可以免收这种费用。

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全科医生也可以自己经营药房，形成医、药合一的体制。全科医生经营的药房，必须得到家庭卫生委员会的批准，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这种由医生经办的药房所提供的处方用药，大约占全部全科医生处方用药的6%。

除了全科医生的处方用药外，还有小部分药品是医院处方提供的。大多数医院都设有药房，不仅住院用药由医院药房提供，医院门诊处方的药品一般也由医院药房提供，但近年开始鼓励病人拿处方到独立的药店购药。

医院的用药在技术上起到主导作用。未经注册的新药一般首先在医院试用。许多病人经过在医院诊治后，形成的用药方案就成为权威方案。他们回到社区接受全科医师提供的医疗服务时，往往会采取原来的用药方案。

政府为国民卫生服务系统制定了药品目录，规定用药的范围，对这些药品实行免费供给。同时，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排除性药品目录和非药品目录，使用这些药品必须自费。药品目录体现国家对药品供给的政策，它表明国家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就医者对药品的基本需要；而对超出基本需要部分，则运用市场机制，采取付费办法。同时，政府在制定药品目录时也考虑到经济效益，即疗效基本相同的药品，国家只选择成本较低的品种。国家通过药品目录所实施的限制，对于减少医生滥用贵重药品和限制病人的过度需求有明显的作用，体现国家对药品需求和供给的行政干预。

国家对药品采取政府统一购买的方式。制药公司每年都必须与政府就购买总量进行谈判。一般是根据上年国民卫生服务系统的用药总量，预测下年的总量，再考虑成本上升因素，确定购买的总金额。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同，英国政府不规定各个品种药品的价格，而是规定制药公司的利润率。

六 社区卫生服务

1948年7月实施的《国民医疗保健法案》规定，地方当局将医院交给卫生部门管理，它只负责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很广，主要包括妇幼保健服务、家庭看护、巡回医疗、防疫注射、病人运送、残疾人服务以及早产儿护理等。1974年进行的卫生体制改革，结束了原由地方政府官员直接管理社区卫生服务的局面，改由医院和地方当局共同派人建立的“联合咨询委员会”负责，委员会设有专职的社区医生，负责社区医疗的规划和评估，研究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并设法予以满足。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提供预防卫生服务，包括组织健康教育，进行卫生检查，提供防疫服务，管理妇幼医务所，以及负责学校的医疗卫生服务等。

妇幼保健的目标是减少婴儿死亡率，改善儿童健康状况。在各个区都建有产前、产后及婴儿服务的诊所。孕妇可以得到产前检查服务，获得产、育方面的咨询和辅导。选择在家分娩的产妇，由这些诊所提供服务。婴儿服务诊所则为婴儿作常规检查，提供一般的咨询及防疫服务。对早产儿还派有经验的护理人员提供特殊护理。由政府补贴提供的牛奶及维生素等食品也由婴儿诊所发给。

家庭护理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家庭护理的受益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精神病人。此外，对于聋、哑、盲等有身体残障的人员，在必要时也由社区提供保健、康复和护理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学校卫生服务。尽管每个学生都在全科医生的诊所注册，享受相应的医疗服务，但社区还通过学校提供防疫医疗。校医及护士定期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与学生家长讨论孩子的健康问题，提供疫苗接种。学校卫生服务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观测学生群体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对营养不良、视力减弱、听力减退等进行监测。

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也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项目。此外，还就环境卫生问题与地方当局协调，对排水、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公共卫生事宜提出建议。

社区卫生服务与全科医生初级医疗服务的整合趋势近年来有明显发展，其主要形式是在社区建立卫生中心，由社区工作者和全科医生进入中心共同工作。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之初，由于人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当时医生仍倾向于传统的独立执业，故卫生中心未能普及。后来卫生中心的优势慢慢为全科医生所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的全科医生约有1/3不再独立执业，而是通过卫生中心开展业务。社区建立卫生中心，使全科医生与社区卫生工作紧密结合，既有利于改善社区卫生，也有利于全科医生开展工作。

七 对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评估

1948年建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英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被认为是战后英国历史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它使每一个英国人，不论男女、老少和贫富，都能免费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现在人们活得更长也更健康了，据统计，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由1901年的男45岁、女48.7岁，增加到2007年的男77.2岁和女81.5岁。由意外事故和早产引起的死亡大大减少。某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白喉、肺结核）已基本消灭。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实施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使英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居于世界的前列。

在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福利中，国民卫生服务是最受人关注和欢迎的。从个人的角度看，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国家的角度看，它在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从而有助于维持和扩大国民再生产，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60年来，一直受到大多数居民的欢迎和拥护。1996年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86%的人认为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是英国最重要的公共服务项目。撒切尔的自由化改革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这一体系。

从国际比较的观点看，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总的来说效益较好，成本较低。经合组织发表的一项报告指出，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被公认为是一种“杰出的成本—效益机制”。据经合组织18个国家的资料，1989年各国的医疗支出（包括公共和私人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3%，其中最高的是美国（11.8%），英国仅为5.8%，除希腊外英国是最低的。

第五节 体育

一 发展简史

英国是许多近代体育运动项目的发源地。提到体育，人们常常会想到足球、田径、高尔夫球、划船等。这些项目尽管当初未必是在英国创始和流行起来的，但确实是英国人把许多竞技和游戏发展成为体育形式，像现代足球、橄榄球、高尔夫球等体育项目就是由英国人完善起来的。

英国是个岛国，国土平坦，气候温和，开展室外体育活动具有较好的条件，素有“户外运动之乡”称号。

英国人素来喜好游戏与娱乐。英语“体育”（sport）一词就是由中世纪的“娱乐”（disport）一词变形而来，其原意是“消遣、玩耍、娱乐”。可以说英国人的这种性格是促成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英国现代盛行的足球和高尔夫球运动有久远的历史，据说当初是由罗马帝国远征军的士兵传到英国的。在中世纪时集体性的足球游戏和高尔夫球游戏非常流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英国人制定了完备的足球比赛规则，使其逐步成为一项完善的现代体育运动。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首先是机械化时代的到来给英国人带来了更多的余暇，从事体育锻炼的人数随之增加。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对体育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同时，由于工业革命后英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组织机构的迅速健全，也促进了英国体育走向组织化。1863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1871年又成立了橄榄球协会，1887年成立了曲棍球协会，1888年成立了草地网球协会，以后其他项目的体育组织也相继成立，使英国体育逐渐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现代体育运动当今已广泛深入到英国人的生活之中。种类繁多的体育项目在英国拥有大量的参加者和观众，其中某些项目是基于阶级基础之上，只有少数人参与；而其他一些项目则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步行（包括漫步和徒步旅行）在英国无论对成年男子还是妇女都是最流行的锻炼形式。除此之外，男人们最喜欢的运动项目还有台球、斯诺克、投镖、游泳和足球；而妇女最喜爱的运动除步行外，还有游泳和健身操等。钓鱼显然是乡间最流行的运动项目。根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有49%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年至少到现场观看一次体育比赛。在2006～2007年间，英国有40%的成年人每周至少参加30分钟中等剧烈程度的体育运动；22%的人每周有3天参加不少于30分钟的运动。家庭预算中相当一部分开支是用于参加或观赏体育项目、购置体育设备。英国的男女运动员在一些世界性运动项目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诸如田径、划船、赛艇、职业拳击、射击、自行车、斯诺克及摩托车等竞技运动项目中获得过许多世界冠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英国获得9枚金牌、9枚银牌和12枚铜牌；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英国代表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夺得19枚金牌、13枚银牌和15枚铜牌，排在金牌榜的第4位，并打破两项世界纪录。英国每年都要举行许多重要的国内体育赛事，同时还有许多重要的国际体育比赛，如温布尔登草地网球赛、欧洲足协杯决赛、高尔夫球公开赛，障碍赛马等。尤其是作为老牌体育强国，英国在1908年和1948年举办过两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皆为伦敦。此外，伦敦在2005年以微弱优势击败巴黎，将主办2012年奥运会，伦敦也即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三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二 体育政策与管理体制

英国政府对体育运动很重视，1998年专门建立了“体育内阁”，以便顺利实施体育战略的优先项目。该“体育内阁”以联合王国文化、新闻和体育部大臣为首，同时还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体育组织的领导人。政府在2000年4月宣布了一项新的全国性体育战略。工党政府强调，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发展基层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育运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少数族群和贫困者关注和参与体育运动。2001年布莱尔政府计划拨10亿英镑发展中、小学体育，其中9亿英镑用于改善学校的体育设施，以及在2003年前把体育预算翻一番；另有1.2亿英镑将用于增招1000名学校体育协调员，他们将与原有的体育助理一起重振校际体育比赛。政府在体育和休闲方面的职责是通过5个体育理事会予以引导，它们是英国体育理事会（1996年9月成立）、英格兰体育理事会、威尔士体育理事会、苏格兰体育理事会和北爱尔兰体育理事会。英国体育理事会领导全国体育和娱乐活动的各个方面，负责全国范围的战略规划、行政管理、协调，以及代表英国参与国际活动。其主要功能包括：对英国参加的国际体育比赛提供支持；处理违禁药品的滥用；把重大国际体育比赛引进英国举行，增进英国体育的国际影响。英国还有一个“英国体育研究所”，它在英国体育理事会的领导下，与各地方的体育理事会一起工作。全国设有410多个独立的体育管理机构来管理单项体育运动，其中有些是全国性的，而多数建立在地区的基础上。它们的作用是制定规则、举行比赛、决定会员资格，以及挑选和培训全国性的运动队。英国还有若干体育协会，其中的体育活动中央理事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活动联合会，它包括全国的202个协会和英格兰的66个协会。而苏格兰体育协会、威尔士体育协会和北爱尔兰体育论坛，则是同体育活动中央理事会相对应的地方性体育协会。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代表35个全国奥林匹克体育管理机构，组织英国参赛队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决定队伍的规模，以及筹措资金等。英国还设有妇女体育基金组织，其目的是鼓励妇女参加体育和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活动和比赛。此外，英国还为残疾人设立了一系列体育机构。

三 体育设施与体育产业

英国有许多世界级的体育设施，其中包括13个由地方体育理事会管理的全国性体育运动中心。一些重要的设施近年来有了改进和完善，其中包括许多足球场、温布尔登网球场，以及艾茵特里和切尔特纳姆赛马场。加的夫重建的“千年纪念体育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带有可收缩屋顶的体育场，可容纳7.25万人，1999年11月的橄榄球世界杯决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曼彻斯特为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使用的现代化设施，包括一个拥有5万个座位的运动场和一套可供奥林匹克级别游泳比赛的设施。经扩建的伦敦温伯利体育场，包括一个有9万个座位可供足球和橄榄球比赛的场地。在伦敦爱德蒙顿地区新建了一个可容纳5万名观众的田径运动场，供2005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使用。到2002年夏天，英国体育研究所的设施已全部投入使用，为田径运动员与田径队提供训练场所和综合支持服务。1999年该体育研究所启动了旨在提高田径运动员身体素质与运动水平的田径教育项目，以及高级教练员培训计划。尽管各种体育项目都可以使用英国体育研究所提供的设施，但它主要是为奥林匹克运动以及那些不具商业性质的少数民族运动项目服务。英国体育研究所的中央服务体系是英国体育理事会的组成部分，它以伦敦为基地，同时负责协调设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区域性体育设施网络。英国体育研究所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彩票基金。

设在英格兰的英国体育研究所体育设施网络，由英格兰体育研究所负责管理，是以一些主要的体育活动中心为基地设立的。其中4个是国家级体育中心：伦敦的“水晶宫”，伯克夏的“碧莎姆大堂”，石罗浦夏的“利尔晒儿国家体育中心”，诺丁汉姆夏的霍尔姆-皮尔旁特“国家水上运动中心”。设在威尔士的英国体育研究所的体育设施网络中心，由威尔士体育研究所负责管理，是在威尔士举行体育比赛和高级培训活动的首选地点。它同许多专门设施保持密切的联系，如：设在威尔士北部的“国家水上运动中心”，设在威尔士大学的“国家室内田径运动中心”。苏格兰体育研究所是由苏格兰体育理事会在1998年设立的，其网络包括：设在斯特灵的总部，6个地区研究所，由苏格兰体育理事会管理的3个国家体育中心。

为了筹备2012年伦敦奥运会，英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新建和扩建各种奥运场馆，2007年底发布的预算表明，伦敦奥运会场馆的总预算为11.7亿英镑，其中主体育馆的预算为4.96亿英镑。其他场馆还包括奥运会水上中心、赛车馆、手球馆、篮球馆和击剑馆等，以及“非奥林匹克公园场馆”。

地方社区体育和娱乐活动的基本设施主要由地方当局提供。英格兰拥有1500多家室内体育运动中心。其他的体育设施则设置在公园、湖泊、体育场、游乐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和游泳池等处。国家制定的体育战略提出，基层体育设施的新投资应集中在学校，以便学生在校时使用，其他时间则可供社区居民利用。

英国有15万多个民间体育俱乐部，隶属于国家体育管理机构。一些地方俱乐部提供室内娱乐活动，而更多地则是提供运动场所，特别是板球、足球、橄榄球、曲棍球、网球和高尔夫球的活动场地。商业性的体育设施包括健身中心、滚木球中心、冰场与旱冰场、橡皮球场和高尔夫球场等。

体育在英国是一项重要产业。它同各种体育赛事赞助项目、电视转播和一些与运动项目相结合的猜赌活动密切相关。据2005年的一项统计，仅英格兰体育产业的产值就达到了154.7亿英镑，雇员达43.4万人，占就业总人口的1.8%。人们用在与体育相关方面的消费（包括购买体育用品与运动服装、参与体育活动）开支达165.8亿英镑。另据2004年相关统计，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与体育产业相关的就业人口在两地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也都为1.8%；与体育相关活动创造的总附加值，分别占两地全部总增加值的1.9%和1.8%；人们用于与体育相关的消费支出分别占两地私人消费总支出的2.7%和2.3%。而在北爱尔兰，与体育产业相关的就业人口为7649人。英国的私营企业对体育的投资数额相当大，约有2000多家公司从事相关的事业。1999年体育赞助项目的市场金额达3.765亿英镑。赞助通常采取两种形式：对某些特定的赛事或锦标赛提供资助，如赛马和板球联赛；或者对某些体育组织或个人提供赠予。摩托车运动和足球是最大的私人赞助的受益者。包括体育赞助研究所（由约100家参与提供体育赞助的英国公司组成）和体育赞助咨询服务组织等机构，都在积极推动体育赞助。另外，英国政府也对体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2007～2008年度拨给英国体育理事会的资金为6740万英镑。

四 体育运动项目

在英国，运动员分职业和业余两部分，其中以业余爱好者居多。国际上流行的体育项目，绝大部分英国都有，而受到广泛欢迎的体育活动有：球类（足球、橄榄球、板球、网球、羽毛球、冰球、曲棍球、台球、滚木球、橡皮球、高尔夫球）、田径、体操、游泳、赛艇、赛马、打猎、钓鱼、拳击、赛车、自行车、登山、步行、健身操、国际象棋等。这里选择英国盛行的一些运动项目作扼要介绍。


足球
 足球在英国是最大众化的运动项目。该项运动在英国分别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足球协会管理。英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足球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分别组队参加欧洲杯、世界杯等国际比赛。在英格兰隶属于足球协会的俱乐部有320个，另有4.2万个俱乐部归地方和区足协管理。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有相当数量由足球协会管辖的足球俱乐部，以及大量属于地方和区足协管理的业余足球队。

英国的足球“赛季”很长，每年除夏季3个月（6～8月）外，大部分时间都有足球比赛。每年进行的正式比赛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联赛，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所有的球队分超级和甲、乙、丙4个级别举行比赛，争夺各自级别的冠军。二是采用淘汰制的足总杯赛，所有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球队（包括业余俱乐部）都参加。每年5月在伦敦温伯利体育场举行的足总杯冠军决赛，是英国一年一度的重大赛事。

足球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来钱”的事业，特别是对于那些英国顶尖足球俱乐部（如：阿森纳、切尔西、利物浦、曼彻斯特联队、托特汉姆等）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外国的知名球员纷纷来英国的主要足球俱乐部踢球。


橄榄球
 它在英语中叫做“腊格比足球”，是以其诞生地英国的腊格比公学命名的。1823年在腊格比公学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有个学生因球没踢好十分懊恼，竟违反不准用手的规则抱球往前奔跑，从而开创了一个先例。久而久之，便出现了这种可以抱着球跑的足球。后来橄榄球传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又发生了演变，因规则不同、服装各异而分成不同类型的橄榄球。

在英国，橄榄球的群众性不及足球，除了北方有少数职业橄榄球队外，基本上是业余性的运动。从社会阶层说，橄榄球多为“中产阶层”所喜爱。在学生中主要流行于上层子弟就读的公学和一些文法学校。所以和足球相比，它代表着上层社会的兴趣。赛事大多在冬季举行，各大地区之间举行重大比赛，可能吸引数万观众，使体育场座无虚席。英国曾获得2003年橄榄球世界杯冠军，2007年世界杯亚军。“橄榄球联盟”负责橄榄球运动的组织与管理。


板球
 板球被认为是一项最具英国特色的运动项目。不少人认为，只有它最代表英格兰的传统精神和英国人待人接物的态度。早在16世纪50年代，板球运动开始在英国流行，现在英格兰除少数地区外，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板球俱乐部，学校、学院和大学也都玩这种球。板球是夏季的运动，比赛季节每年为4个月。业余板球队每周在都市、城镇和乡村都打一次比赛。在全国形成一个由一级板球赛、小郡市板球赛和俱乐部比赛等组成的联赛网络。另外，还有一年一度的英联邦国家板球对抗赛。


网球
 网球虽非英国独创，但从中世纪起就是英国贵族所喜爱的一项室内运动，18世纪以后发展到室外，并分为硬地网球和草地网球。英国网球俱乐部于1875年为网球比赛制定了规则，奠定了现代网球规则的基本形式。草地网球首先在1873年从英格兰开始，1888年成立了独立的草地网球协会。第一次锦标赛于1877年在温布尔登举行，以后每年初夏都在温布尔登举行草地网球赛，历时两周，是网球“大满贯”赛的赛事之一，被认为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网球比赛。1999年的温布尔登锦标赛吸引观众达45.7万人，获得3020万英镑的净收入。2001年观众人数达到创纪录的47.7万人。奖金总额逐年攀升，2008年达2.57亿英镑。此外还有全英名家网球赛、全英少年网球赛、郡级的锦标赛等国内赛事。网球运动在英国颇有群众基础，每个城市都有网球俱乐部，多数公园都设有网球场，全国约有500万人参加这项运动。


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源起于苏格兰，被称为古老的皇家运动。设在苏格兰东岸圣安德鲁斯市的“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自1897年以来一直负责制定和管理世界范围内的高尔夫球规则。全国绝大多数城镇附近都有高尔夫球场，共有球场2000多个。全英高尔夫球公开赛自1860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此外，在英国举行的高尔夫球赛事还有：世界高尔夫球锦标赛，有英国、爱尔兰和美国参加的“步行者杯”赛，“柯提斯杯”业余高尔夫球赛，以及欧洲和美国之间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男、女职业高尔夫球对抗赛等。

高尔夫球虽在全英都可以打，但只有苏格兰有收费较低的球场，在别处则收费高昂，有的须加入俱乐部才能使用球场，再加上打球的一套设备很贵，所以这项运动不是一般收入的人可以问津的。工商界人士和银行家等，则往往以高尔夫球场作为会见朋友、交换商业信息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高尔夫球与其说是运动，不如说是一种交际方式。


羽毛球
 羽毛球在英国叫Badminton，取自于博福特公爵乡间别墅的名字Badminton House。它最早是印度孟买省普那地方的一种游戏。100多年前驻印英国军官把它带回了英国，经过改进成为现代的羽毛球运动，1893年英国成立了羽毛球协会。英国目前约有200万人经常参加羽毛球运动。每年一度在伯明翰举行的全英羽毛球锦标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羽毛球赛事之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英国选手获羽毛球混双冠军。


田径
 英国的田径运动包括径赛和田赛、越野和公路长跑、竞走，以及丘陵和山地赛跑等项目。群众性的马拉松或短程马拉松赛在英国非常流行。每年4月举行的伦敦马拉松赛是英国规模最大的马拉松赛事，在2000年的比赛中有3.15万人跑完了全程。马拉松赛和英国有某种特殊关系。马拉松赛跑原来的距离是40公里。1908年在英国举行的第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英王爱德华七世要求从他居住的温莎堡观看起跑的情况，温莎堡到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场的距离是42.195公里，因此马拉松比赛的距离从此由40公里改成了42.195公里。

英国的田径运动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实力。在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英国运动员在田径项目中取得2块金牌、2块银牌和2块铜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英国田径运动员获得3枚金牌，其中霍尔姆斯独得女子1500米和800米两项冠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克里斯蒂娜·奥胡鲁奥古获女子400米冠军。


拳击
 拳击是英国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它分为职业和业余两类。英格兰业余拳击协会管理英格兰地区所有的业余拳击运动，包括学校的学生、俱乐部、协会和军队的业余拳击比赛。苏格兰和威尔士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拳击协会。北爱尔兰的拳击运动则由北爱业余拳击协会管理。这些协会组织国内各种业余拳击比赛，并组队参加国际比赛。

英国的拳击运动在世界上具有相当的水平。利诺克斯·刘易斯于1999年击败伊万达尔·霍利菲尔德成为1992年以来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重量级拳击冠军。2000年8月英国人又赢得了4项世界拳击冠军称号。奥德利·哈里森则于2000年9月取得了悉尼奥运会超重量级拳击冠军。詹姆斯·德盖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拳击冠军。


划船与赛艇
 英国的许多学校、大学和划船俱乐部都大力开展划船活动。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从1836年以来几乎每年春天都在泰晤士河上举行校际划船比赛。业余划船协会是划船运动的管理机构，它还负责选拔与管理参加世界和奥林匹克划船比赛的英国代表队。2008年，业余划船协会拥有会员22万名。英国划船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赢得2枚金牌和2枚银牌。史蒂夫·雷德格利夫从1984年以来已连续5届成为奥运会划船项目的金牌得主。

英国的赛艇运动也相当发展。这项运动包括快艇和皮筏艇比赛与巡航，动力船比赛，摩托艇巡航，以及内河和海上的滑水与冲浪。皇家快艇协会是英国游船活动的国家管理机构。全英约有780万人参加这项运动。英国赛艇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表现突出，获得3块金牌和2块银牌。在2004年和2008年的奥运会上分别获得1块和3块金牌。


赛马与马术
 赛马在英国是仅次于足球的最吸引观众的运动项目，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地赛马，另一种是越野赛马和障碍赛马。英国有59个跑马场，目前经驯养服役的马匹达1.3万匹。每年6月在皇家阿斯科特赛马场举行的赛马，是一项重大的平地赛马赛事，王族通常都要前往观看。每年3月在切尔特纳姆赛马场举行的全国越野和障碍赛马节，决出越野“金杯”和跳栏冠军得主。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在利物浦附近的艾茵特里赛马场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全国赛马大会，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越野和障碍赛马活动，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转播，仅2000年就吸引了84个国家约5.15亿观众。

英国的马术水平世界闻名，马术赛事在英国许多地方常年举行。巴德明顿马术比赛是英国最大的体育运动赛事之一，吸引观众达25万人。另外，在伦敦温伯利体育场举行的年度马术表演赛和在西苏塞克斯举行的海克斯泰德“达比大赛”，都是重大的赛事。1999年9月在德国举行的欧洲锦标赛上，英国代表队获三日赛团体第一，英国选手皮帕·芬涅尔赢得个人冠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英国选手莱斯利-劳获得马术三日赛个人冠军。

第六节 新闻出版事业

一 报刊

英国是世界上报刊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据1990年的统计，全国共有130多种日报和星期日报，以及1300多种周报，平均日发行量高达3500多万份。报纸普及率在世界上位居第三，仅次于瑞典和日本。不过，由于电视媒体与互联网的冲击，英国人的报纸阅读率在不断下降：1978年，15岁以上的英国人中有72%的人每天阅读一份全国性报纸，而2007～2008年度仅为44%（女性为48%，男性为41%）。英国的期刊业也有迅速的发展，20世纪最后10年中，“消费型”杂志的数量由2200种增至3170种，“专业型”的杂志则由4200种增至约5700种。80%以上的成年人（妇女高达84%）爱看“消费型”杂志，约有95%的工商和专业人员阅读与自己的业务相关的专业杂志。


报纸
 全国性的报纸一般分为“大报”（或称“严肃报纸”）和“通俗”报纸。大报的新闻报道面面俱到，向读者充分提供范围广泛的信息，也零星刊登一些照片。通俗报纸则面向一般读者，价格比较便宜，更具娱乐性，刊登大量照片，还有漫画和幽默画。除此之外，还有地方性的晨报，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晚报，以及地方性周报。英国的报纸特别以艺术评论版和妇女版见长，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特别注重有关体育运动和竞技比赛的报道。

英国全国性的报纸包括10家日报和10家周日报。10家日报中面向一般读者的有：《镜报》（Mirror，1903年创办，1999年平均日发行量230余万份）；《每日星报》（Daily Star，1978年创办，1999年平均日发行量61.5万份）；《太阳报》（The Sun，1964年创办，1999年的平均日发行量为373万份）。

面向中间读者的有：《每日邮报》（Daily Mail，1896年，235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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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报》（Express，1900年，109万份）；

被公认为严肃报纸的大报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888年，38.5万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855年，104.4万份）；《卫报》（The Guardian，1821年，39.8万份）；《独立报》（Independent，1986年，22.3万份）和《泰晤士报》（The Times，1785年，74万份）。

10家周日报中面向一般读者的有：《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1843年，420.9万份），《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1963年，198.1万份）和《人民报》（People，1881年，164.3万份）。

面向中间读者的有：《周日邮报》（Mail on Sunday，1982年，227.9万份）和《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1918年，100.3万份）。

被视为严肃报刊的全国性周日报有：《周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1961年，81.6万份），《周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1990年，25万份），《观察家报》（Observer，1791年，40.4万份），《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1822年，137.4万份）和《周日商业报》（Sunday Business，1998年，5.5万份）。2008年，15岁以上的英国人中有47%阅读周日报。读者量最大的前两种周日报是《世界新闻》和《周日邮报》。

伦敦的舰队街曾一度是英国的报业中心，但现在所有全国性报纸大都将其编辑部和印刷设备迁到伦敦的其他地区，有的干脆迁出伦敦。英国的报纸都由私人经营，主要的报业集团有新闻集团报业公司（News Group Newspapers Ltd.）、汤姆森集团公司（Thomson Organization Ltd.）和合众报业公司（United Newspapers Ltd.）等。报业同业公会有：报纸发行人协会（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其成员为全国性报纸的出版发行商；报纸联合社（Newspaper Society），代表英国区域性和地方报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老的出版商组织。


主要报纸简介



《泰晤士报》
 在世界报坛上，英国的《泰晤士报》具有很高声望，被称为“世界第一报纸”，西方新闻界也常称它是现代新闻事业的“鼻祖”。《泰晤士报》系由约翰·沃尔特于1785年在伦敦创办，1981年被美籍澳大利亚人默多克所收购。《泰晤士报》不是政府办的报纸，以态度谨慎著称，但具有倾向保守党的传统。该报标榜“独立”、“客观报道事实”，但其社论有时是与政府部门私下商议后撰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政府的观点，实际上是英国统治集团的喉舌。其读者对象主要是议会议员、政府官员、上层知识分子、企业家和金融界人士。此外，该报还有几种以周刊形式出版的副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 ）、《泰晤士报苏格兰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 Scotland）、《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等，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


《卫报》
 原名《曼彻斯特卫报》，创办于曼彻斯特，后迁至伦敦，改称《卫报》。该报在质量、风格和报道三个方面与《泰晤士报》不相上下。从政治方面说，或许最好把它称为“激进报纸”，它标榜“社会改革”，自称持“自由派”立场，赞同自由党，与对保守党的态度相比在政治上它更倾向于工党。读者对象主要是政界人士、专业人员、富裕居民和高、中级知识分子。


《金融时报》
 该报是英国金融资本的晴雨表，主要报道英国、欧盟及世界各地的财政、金融、工商业和经济等方面的消息，也登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与评论。读者面比较广泛。


《每日电讯报》
 政治上一贯支持保守党，实际上是保守党的喉舌。该报编写质量好，消息可靠，以“时效性”著称，重点报道议会动态、国内外新闻、地方消息、军事天地、艺术风情和家政等方面的内容。读者对象主要是中产阶级。


《观察家报》
 政治上原来亲保守党，近年来似有所变化，政治倾向不再那么明显。内容有国际和国内新闻、背景文章、文学版、艺术版以及富有人情味的新闻和专稿。


《快报》
 其创始人为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是一种通俗报纸，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发行量在所有的日报中一直领先。该报成功的秘诀主要是善于报道大众新闻。


《太阳报》、《镜报》和《每日邮报》
 作为通俗型的全国性报纸，它们的发行量目前都已超过《快报》。《镜报》对时事问题素以直言不讳、语言简明著称。政治上偏左，支持工党。《太阳报》目前是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通俗报纸，登有许多裸体照片，在内容上不如《镜报》严肃，但它却是拥有读者最多的全国性日报，2008年读者人数达全国人口的16%。《每日邮报》则是一种知识性很强的通俗型日报，目前读者量排名第二，占全国成年人的11%。


杂志
 英国有近8500种刊载广告的期刊和杂志，通常可划分为“消费型”和“专业型”两大类。前者向读者提供有关休闲与娱乐的信息。后者则向读者提供服务于某个特殊专业或爱好者群体的相关资料，如汽车爱好者、古典音乐爱好者等，还有文学和政治方面的，以及面向学术界和学校的。此外还有商界或公共服务机构为消费者或其自家雇员出版的杂志。其中销量最大的是那些刊登电视台和电台详细节目的杂志，销售量大都在100万至300多万册之间。专门针对女性读者的杂志发行量也很大。有关医学、企业管理、建筑、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等专业性的杂志则有好几千种。2004年，英国期刊业产值达64.44亿英镑。


主要期刊简介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创刊于1843年，是《金融时报》报业集团的主要周刊，对国内外时事、财政金融、商业、科技等方面的事务独立发表评论，被誉为“英国金融界的喉舌”。读者对象主要为工商、金融界，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党，在全世界197个国家发行，每期发行量为100多万份。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创刊于1934年。该刊对诸多社会、政治、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事务发表独立的见解，最能反映工党的观点，是公开支持并宣传工党政治的刊物。


《旁观者》（Spectator）
 创刊于1828年，是现有的英国全国性周刊中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它观点比较保守，有时公开赞扬保守党的政策，同时公开攻击工党的政策，最能反映保守党的观点。


《侦探》（Private Eye）
 讽刺性双周刊，对公共事务采取一种不敬的态度。


《妇女界》（The Woman's Own）
 创刊于1932年，是图文并茂的妇女月刊。


《妇女之国》（Woman's Realm）
 创刊于1958年，适合于新成家的青年主妇阅读。

二 广播与电视

英国的广播事业历史悠久，声誉卓著。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拥有电视的国家之一。英国有3家公共机构负责监管电视和广播事业，它们向议会负责，但独立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这3家公共机构是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独立电视委员会（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ITC）和广播局（The Radio Authority）。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电视和广播节目。独立电视委员会负责审批和管理商业电视服务，包括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独立的文字电视广播服务。广播局负责审批和管理商业电台服务，包括有线和卫星广播。英国文化、新闻和体育部负责制定政府对广播电视的政策。现共有5家通过地面发射的覆盖全国的电视台，即英国广播公司、第3频道（ITV）、第4频道（Channel 4）、第5频道（Channel 5）和专门针对威尔士地区并使用威尔士语的S4C，它们既播送有关戏剧、电影、体育、娱乐、教育、儿童和宗教方面的节目，也播送新闻和时事以及纪录片等综合节目。英国最大的卫星节目播放者是英国天空电视台（British Sky Broadcasting），大约有700万个用户，控制着全英以缴费为基础的电视节目。1998年英国开办了数字卫星和陆基电视服务，1999年又开办了数字有线电视服务，截至2008年3月底，拥有数字电视的家庭占87%。英国电视业以其创新与高质量的节目享誉世界。2006年英国电视节目出口价值达9.95亿英镑，创造了1.12亿英镑的贸易盈余。1999年政府委员会公布的有关报告称，英国出口的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黄金时间节目播出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达13%，仅次于美国，远远高出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所占的比例（各为2%）。


英国广播公司
 其实有新、老两个英国广播公司。老英国广播公司创立于1922年。当时政府准许民间设立广播电台，于是很多电器制造商便纷纷设立电台。1922年12月14日伦敦6家主要的电器制造商集资成立了英国广播公司，这就是私营的老的英国广播公司。老英国广播公司开播后，政府成立了“收听委员会”，经常收听节目内容。1926年收听委员会建议政府出资收买英国广播公司的股份，建立了代表国家的广播电台。改组后的英国广播公司即新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元旦在皇家特许状下正式成立。1929年它开始试播黑白电视节目，在此基础上，1936年正式创办“英国电视台”。1954年以前，英国的对内、对外广播和电视全由该公司经营。该公司不做商业广告，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颁发的收音机和电视机执照费，对外广播的经费由政府拨款。公司的管理是由12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

英国广播公司名义上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商业上的“自由”，但政府可随时禁止其节目的播出或撤销其许可证，因此它实际上是受政府控制的官方组织。1996年一项新的皇家宪章生效。英国广播公司与文化、新闻和体育大臣签订的协议确定，英国广播公司在所有节目内容的编辑、次序安排和管理上拥有独立地位；同时规定，至少到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仍主要靠收取（电视）许可证费来资助它的工作。这一宪章和协议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公共公司所必不可少的一些特点，并保持了它的主要服务目标：如提供有关信息、教育和娱乐等播放服务；还重申公司总裁的责任（如对保证节目的标准负责），允许其与国内外的私有部门合作来发展英国广播公司的商业活动。

英国广播公司目前经营两套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第一频道播放新闻、体育、时事和儿童节目等观众普遍感兴趣的节目；第二频道播放专门的节目，如旅游纪录片、严肃话剧、外国原版电影等。两个频道加起来每年播出时间达5.5万个小时。此外，还有5个全国性的广播电台，8个地区广播电台，29个地方广播电台，1个对外广播电台和8个文艺表演团体，5个供交费用户使用的数码频道，以及2个向全球播放节目的卫星频道。该公司机构庞大，人员众多，设备先进，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名列前茅。

这里需要专门介绍一下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在世界各大国际广播电台中，它是最负盛名和最有成效的一个。英国广播公司于1932年开始对外广播，起初只使用英语，以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为对象。在初期阶段，它以收音机执照收入维持运营。自1938年起，其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拨款。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交由政府外交部、新闻局、政治事务局和特别事务执行处管理。二战期间，它的对外广播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二战后，它增加了对非洲、亚洲和拉美以及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语种和时间，是英国和西方进行冷战的重要宣传工具。目前除英语外，它还用42种其他语言对世界各地广播，年播出总量达4.4万个小时，听众约1.5亿人，在英国国内拥有54%的听众。此外，它还向110个国家的广播电台出售录制好的节目。

三 通讯社

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通讯社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前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报纸、杂志等，在传播内容上都是自给自足。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仅凭报社自身的力量已不能满足全面报道世界变化的要求，于是一种专门为报刊媒体提供消息的机构“通讯社”应运而生。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在英国国内运营的3家主要通讯社。


路透社（Reuters）
 1850年创设于亚琛，1851年迁至伦敦，是世界上资格最老、最有名的通讯社之一。它由德籍犹太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Paul Julius Reuter）创办。开始时，只限于发布商业新闻，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大公司即路透社。1916年，路透社将该公司的部分股权出售，并进行改组，之后它又进行多次改组。该社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通信卫星和电缆通信传送网络，现为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归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报业联合社、英国报纸联合社和伦敦报纸发行人协会共同所有。目前设在伦敦的总部拥有专职雇员1万多名，在130多个国家设有190多个分社并派驻或雇用了2400名编辑、摄影师和记者等工作人员。路透社每天发稿达百万字，向100多家外国媒体提供一般新闻、新闻图片和电视新闻，包括政治、经济、体育等各个方面，同时也向各国银行、工商企业提供有关各地的交易情况及金融信息。路透社属下的电视新闻社每天的观众估计多达15亿人。


联合通讯社（The Press Association）
 1868年英国地方报纸以合作方式在伦敦成立了“联合通讯社”（也译作“报联社”或“新闻联合社”），负责提供议会新闻及一般消息。联合通讯社本身拥有路透社的部分股权，它的总部设在伦敦，并在伯明翰、格拉斯哥、纽卡斯尔等地设有分部。该社专门在英国国内采集新闻，负责向英国全国性和地方媒体以及国际通讯社提供新闻服务，其中包括议会消息、法律、财政、商业、体育报道以及各种图片等。该社由PA新闻、PA体育、PA检索和PA数据设计4家公司联合经营。该社与路透社的区别在于它侧重国内新闻服务，而路透社则着重国际新闻报道。


交换电讯社（The Exchange Telegraph）
 1872年创立于伦敦，向报界和私人订户提供一般新闻、股票行情和体育消息。总部设在伦敦，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设有分社，并在日本和东南亚设有代理机构。它从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公司和国际新闻机构收集资料及有关企业和证券情况。它擅长于发布金融新闻，提供各种国际金融事务的参考数据，并为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代理投资结算业务。它所提供的经济新闻和统计资料在英国实业界颇受重视。

四 图书出版事业

英国的出版事业历史比较悠久。被称为英国印刷出版业奠基人的威廉·卡克斯顿于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创办了第一家英国活字印刷厂，从而开创了英国的出版业。15世纪末、16世纪初，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两所大学的出版社也相继出现。随着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发展，英国国内要求出版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1644年被奉为革命诗人的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一文。1695年英国废除了出版许可证制度。被誉为英国近代出版社之父的雅各布·汤姆逊和伯纳德·林托特两位出版家分别创建了自己的出版社，使英国和世界的一些名著得以出版。莎士比亚的不少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70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各种类型的出版社在18世纪相继出现，为英国图书的印刷、出版和发行奠定了基础。英国的工业革命也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19世纪期间，英国出版业组织——英国书商协会和英国出版商协会相继成立。这两个协会在1900年签订了《实价书协议》，成了规范作家、出版商和书商之间关系的君子协定，从而保证了英国出版界和书店的多样性，开创了英国图书出版和发行业发展的新阶段。

据英国惠特克书目公司的计算机数据库统计，英国现有大小出版社1万家以上，书店约3.6万多家，年产值达95亿多英镑（2006年）。书业界人士对这些数据分析后指出，在所列举的1万多家出版社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用其下属公司的名义出版的；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国出版社夹杂在里面。如果扣除这些因素，英国出版社的实际数字大约是4000家左右，其中较具规模者有3000家。在这些出版社中，年出版图书在50种以上的出版社有150家左右。英国图书出版业就业人数16.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0.6%。

英国人喜欢读书。据英国《书商》杂志的调查，16岁以上的英国人中有一半多人喜欢买书和读书。另据“2007年英国社会态度调查”，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27%的人每天都读书；其中，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分别为33%和21%）。英国人爱读书无疑对图书的出版和发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995年英国出版图书6万余种。而美国的图书市场虽是英国的4倍，却只出版了5万多种。另据英国官方年鉴《Britain 2001》提供的数据，1999年英国国内销售的图书达1.23亿册，出版发行的各类图书有11万种，图书发行业的出口值为8.9亿英镑。英国印刷业的年营业额达118亿英镑。2006年英国图书发行业的出口值增至21亿英镑。2008年英国政府发起的“全国读书年”活动对推动人们读书起到了积极作用。


主要出版社简介



英国皇家出版局（The Stationery Office）
 政府出版机构，创立于1786年。英国出书最多的出版社。年出书量达8000种，主要出版各种统计资料和政府的政策文件。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
 英国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自1843年麦克米伦兄弟出版第一部图书《哲学素养》以来，迄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它每年出版新书4000多种。该公司出版物门类广泛，几乎涉及所有学科。它出版的语言教科书、文学书及视听教材，特别是包括英语词典、哲学词典、体育词典、博物馆词典以及各种专业词典和百科全书在内的工具书，颇受读者的欢迎。


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属非赢利性出版机构，系英国最古老的两家大学出版社，其宗旨是传播知识和促进研究。它们专为这两所大学出版供教学使用的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书籍，每年出书在1500种以上。这两家大学出版社都是国际性出版社，都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作为各自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家分属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出版社自然也存在竞争，但也进行合作，联合出版过好几个版本的《圣经》。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侧重点不同。牛津大学出版社十分重视出版大众读物和参考书，并拥有自己的“学术与大众图书部”。剑桥大学出版社则较为注重出版学术专著。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00多年前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摩雷编写的《英语大词典》；而牛津大学出版社却欣然接受，并一版再版，成为世界知名的《牛津英语大词典》。


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 Ltd.）
 一家最具代表性的、专门致力于出版平装本纸皮书的出版社。在“企鹅”诞生以前，也曾有人想出版低价位的纸皮书，以使读书成为大众的事。但由于没有找到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开本和形式，尝试未能成功。1935年的一个周末，年轻的出版家艾伦·莱恩，在从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住处回家途中忽生联想：出版一系列优秀小说或非小说类的文学丛书，用廉价的平装本来印刷，加之以诱人的封面，走出书店到火车站或街头巷尾去出售。他的这一联想引发了一场纸皮书革命，使有文艺价值的书得以大量廉价销售，从而使“企鹅”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出版企业。1935年7月30日，企鹅出版社最初的10本企鹅丛书问世，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出售了2500万册，大大超过了英国其他出版社的总销售量。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企鹅出版社已不再是独占鳌头的平装本出版社。人们对纸皮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1970年莱恩与世长辞，以他为代表的平装书昌盛时代告一段落。

除上述出版社之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科林出版社（Collins）、赫钦森出版公司（Hutchinson）、朗曼出版集团（Longman Group）等，都是英国著名的国际性出版社。




 [1]
 有关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人数说法不一。这里只是一种说法。据《Britain 2001》提供的数据，是70多位。我们在本书“附录”中提供了一个近70人的具体名单。


 [2]
 括号内的年代为创办时间，数量是指1999年的平均日发行量，下同。


第六章 军事

第一节 概述

一 英国军事大国地位的盛衰

英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100多年的时间内曾称霸世界，人称“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或称“英国世纪”。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国际体系中，英国不仅是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也是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大国。

在英国的军事力量中，海军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英国作为海洋国家，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和海战谋求向外扩张以达到富国的目的。因为有海洋这个天然屏障保护，英国不像大陆国家那样保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相反，它为了控制海洋，执欧洲均势之牛耳，把主要精力与财力用于发展船舶和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进入近代以来，英国加强了向海外扩张与殖民，更加重视海军建设。

英国海军创建于1500年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时期。亨利八世时英国海军开始把大炮安装在侧甲板上。这一改革使弦侧炮既能杀伤敌人，又能击毁敌方船只，从而使海战由过去的“接弦战”向“隔开距离作战”的方式转化。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英国利用海盗劫掠西班牙财宝船得来的财富建造更为先进的战舰，安装了射程远的弦侧炮。1588年英国海军利用其舰船的机动性和火炮射程的优势，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确立了英国在世界上头等海上强国的地位。之后，英国利用其海军优势在英荷战争中击败荷兰，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又力挫法国海军，取得了海上霸主的地位。英国人控制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和海上航路，取得了利润巨大的转口贸易。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维系了百余年。在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英国海军的实力比世界上其他2～3支最大的海军力量的总和还要强大。其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商船队。不过，在英国海军实力的巅峰背后已孕育着一系列隐患。在19世纪末开始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德等国在经济上崛起，在造船技术等军事工业领域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蒸汽动力的装甲舰代替了木帆船，大炮的口径加大，射程更远。海上作战的方式随着潜艇和飞机的出现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在水上、水下和空中的三维空间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发展海军的计划引起了英国的惊恐，英、德两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面临的是一种与此前不同的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19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在欧洲，打破了欧洲固有的力量平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和德国就经济实力而论已先后赶上和超过了英国。俄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扩张和发展，正在崛起成为欧亚强国。特别是世界范围内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激化了欧美各大国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力量重新组合在加紧进行，此时的英国已不像昔日那样可以“置身于联盟体系之外”而执欧洲均势之牛耳，它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走上实际“结盟”的道路。

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使英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对付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英国在战争中总共使用了45万兵力。这次战争暴露出英国陆军的脆弱，也暴露了英国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是何等孤立。以英布战争为转折点，英国外交放弃了自19世纪以来的“光荣孤立”政策，加紧重建陆军与海军，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的改革。英国设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由它负责全面安排帝国防务；还设立了一个与海军部结构相同的陆军部和总参谋部（后改组为帝国参谋本部），负责协调整个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这些机构的设置和相关的改革，使英国的军事领导部门具有了一支可以随时动员并派往欧洲大陆的远征军。英国还加紧改进军事技术和武器，开始装备改进过的来复枪和加农炮，使炮兵成为重要兵种。海军开始建造庞大的铁甲舰，到1907年时英国已拥有7艘无畏级战列舰和3艘无畏级巡洋舰，而德国尚无一艘这样的舰只。尽管如此，由于英国的海军战略仍停留在水上这一空间，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潜艇的攻击面前，英国损失了70%的商船，海军也受到重创。一战期间，英国在历史上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征兵，在欧洲大陆投入大量陆军与法、俄一起同德、奥作战，并使用飞机和坦克参加野战。英国虽然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伤亡惨重（损失达74.47万人），而且财政金融遭到沉重的打击。英国在战前号称“世界银行”，此后则变成一个负债国，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后果更为深远的是，英国霸业的另一个支柱——海上优势在战争中也严重受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1922年的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英国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公众中的和平主义思潮空前高涨，成为张伯伦之流推行“绥靖政策”的社会思想基础。这种大气候不能不对英国的防务政策造成影响。从1918年到1938年间，英国关心的是裁军和国联的调解活动。直到1939年下半年，英国才放弃“有限战争”的概念，开始在法国部署强大的陆军作战部队。英军显然是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参加二战的。二战初期，英国海军仍沿袭一战期间的水面作战方式，而德国利用潜艇向英国商船和航空母舰发动攻势，致使英国损失惨重。英国只得以转让8个海军基地换取美国的50艘驱逐舰；同时开始从海上封锁战略向保卫海上交通线的战略转变。英国通过以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以及拖网渔船和反潜飞机、水上飞机协同作战，对付德国的潜艇。经过激烈的角逐，盟军逐渐控制了大西洋的作战主动权。英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

战后初期，英国在世界上起着一个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准一流军事大国的作用。英军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着空前广泛的防务义务。在欧洲，它不仅担负对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占领任务；而且为帮助希腊右翼统治集团镇压共产党游击队，还有相当数量的英军驻在希腊。在中东和非洲，二战期间英国占领了大片领土，这里除了原先处于它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和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之外，还有意属非洲殖民地、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伊朗南部地区。在远东和东南亚，英国军队驻扎在二战中曾被日本占领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里除了原英属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外，还有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国的保护国文莱、沙巴和沙捞越。除此之外，英国部队还在印度次大陆负责维持治安，并负责保卫从直布罗陀、马耳他到苏伊士运河和亚丁湾等一系列帝国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地。

但是，二战的结果也使英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力量对比格局。它已降为一个同美苏两国完全不同级别的国家，就海上力量而言美国海军相当于英国的3倍，英国的陆军力量在欧洲无法与苏联相比。不过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仍未从世界“一流大国”的梦幻中走出来。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仍有航空母舰7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和护卫舰86艘、各种类型的潜艇255艘、两栖和辅助舰艇200艘，仍保留着“一流大国”的全球性海军，以保护其海上交通线和基地网。但是，随着英国国力的下降和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英国海外的大部分驻军逐步撤回国内。英国已由昔日的全球性军事大国变成为一个地区性军事强国，英国海军也被迫由全球性海军向区域性海军转变。

不过，英国防务由海外向欧洲地区的收缩和集中，并不意味着它从此放弃了在国际范围内运用军事力量保卫其利益与影响的努力。英国统治集团在处理帝国遗留问题时，通常尚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在涉及“重大利益”和面子问题时，往往表现得非常执拗，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英国同阿根廷1982年因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之争所爆发的南大西洋战争（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之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英国在这次战争中出动舰船上百艘，参战总兵力达3.5万人，对阿根廷军政权在马岛发动的袭击进行反击。英国在马岛之战中的胜利，表明英国仍具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有能力运用军事力量实现自己某些有限的目标和需要。英国前首相梅杰曾声称，英国是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武装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它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或驻扎军队，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作用和影响。布莱尔在上任不久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中宣称：“我们在帝国后的这个时期不可能成为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们能使世界感受到英国存在的影响。”他把建立强大的防务能力，作为英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手段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英国在无力作为一流军事大国单独行动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多边和集体安全机制，利用其军事方面尚存的某些优势，在世界上发挥超出其经济实力的作用和影响。

二 英国安全防务战略的历史沿革

英国防务在传统上保持两个平行的战略——海洋战略与大陆战略。前者建立在英国传统的海上优势之上，目的在于保护它的帝国和海外商业利益；后者旨在保持欧洲力量的均衡，从而保卫英伦三岛的安全。


海洋战略主导年代
 英国为了适应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从16世纪开始逐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确立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为了保卫帝国和海外的商业利益，英国海军尽力保护其海上交通线（从英国本土绕南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和从本土经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的“帝国生命线”），并在世界范围内建成庞大的基地网。由于帝国及海外商业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英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都把海洋战略放在首要地位，由其主导英国的安全防务战略。与之相应，英国在欧洲大陆奉行一种保持力量均衡的战略。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长期以来侧重于发展海军力量，在通常情况下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态度”。但在欧洲的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英国往往给予同谋求霸权者相抗衡的一方以一定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自身的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英国的目的在于拥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以便集中力量向海外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主要的政治经济利益。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这样来表述英国传统的军事战略：（1）英国应该凭借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战，并极力限制对大陆的军事义务。（2）在大陆发生战事时，英国应该严格采取防御战略。（3）对于敌人的进攻（这里指德国——作者），应该让法国进行阻击。英国派往大陆的部队应限制在最小规模之内。总之，英国在欧陆战事中奉行这样一条行为准则：与本国无关的战争决不轻易插手；即使打仗，也要用最小的代价去达到目的。


大陆战略渐趋优势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自身力量的消长，英国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放在维护本土安全与保持欧洲的力量均势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经济实力和作战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放弃昔日海军“双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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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时，拟向欧洲大陆部署大量陆军部队，并部署大批远程轰炸机准备对德作战。与此同时，它伙同法国对德、意法西斯推行“绥靖政策”，试图将祸水东引，把矛头指向苏联。二战初期，英国及其西欧盟国严重受挫，后来在苏、美参战后形势才逐步好转。二战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英国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承担繁重的海外“义务”，不得不把西方世界的领导权让给美国。事实上，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它已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的主要发言人。二战以后，美国已成为头号世界经济强国和海、空军事力量大国。苏联则是欧洲和世界上最大的陆上军事强国。而西欧国家有的战败，有的被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西欧国家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同苏联抗衡，因此英国不得不把保卫本土及西欧安全放在其防务的首位，把组织防务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借助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同苏联抗衡，作为自己军事与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英国依然十分关注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商业利益，为维持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海外防务体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战后对欧洲防务所承担义务的特点
 二战后，英国通过北约和西欧联盟对欧洲防务承担义务，是它历来为保卫本土安全而对欧洲大陆采取的力量均势政策的继续。当然在战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下，它的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军事、外交和体制方面的特点也与过去不同。首先，在军事方面，英国战后所承担的义务与以往比较显著的不同在于它的长期性。1945年以来英国防务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多的英国部队为保障本土的安全长期驻扎在欧洲。这支部队虽由驻德占领军变为北约集体防务力量的组成部分，但其保障英国安全的目的仍然没有变；当然，其内容已由保卫二战成果、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转变为从军事上对付苏联和东欧国家。英国部队之所以长期驻扎在欧洲大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1）战后西欧大陆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力量对比极端不平衡，为了稳定西欧局势、防止不测事件发生，英国感到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在欧洲大陆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常备军。（2）英国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使欧、美安全防务联系不致脱钩，确保美国继续在欧洲大陆保持军事存在。

其次，在外交上，由于战后苏联对欧洲力量均势的挑战形成一边倒的形势，英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在欧洲国家之间以玩弄平衡策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结盟就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战后初期，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严重削弱，而且存在着社会政治危机，它们能否联合起来与苏联抗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提供足够的经济、军事援助，直接参与西欧的防务。美国当时是唯一能够制衡苏联的力量，因此争取美国对欧洲安全防务承担义务，就成为英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英国战后通过一系列步骤促成了北大西洋联盟的建立，使美国在欧洲新的力量均势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再次，从组织体制方面讲，与过去那种含混不定、不十分靠得住的英法“谅解”不同，英国防务政策的主要方面是通过北约组织形成的固定的机制与格局实施的。北约自1949年建立以来，它不仅是英国本土防卫的枢纽，而且是确保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卷入欧洲及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一个牢固立足点的重要保证。英国统治集团认为，正是大西洋联盟为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对苏威慑力量，为保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提供了必要的防务手段。北约组织还为英国外交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有助于它在西欧和西方联盟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核威慑力量的发展
 二战后英国安全防务战略所发生的一项重要变化，是英国决定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早在二战期间，英、美就在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了合作开发。但是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原子能法案，决定把英国排除在核合作之外。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贝文表示，英国“不能默认美国垄断”核武器。1947年初，英国工党政府决定独立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其主要考虑是：（1）从战略方面讲，面对战后初期西欧和世界不确定的形势（特别是核武器和远程兵器的出现大大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安全），英国本土的安全问题突出起来。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苏联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美国又靠不住，英国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的核力量，以确保英国自身和西欧的安全。（2）英国把核武器看成是一流大国的象征和标志，是英国获准参加国际安全“最高级会议”的通行证和门票。为了维持大国地位，它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3）英国还把核武器看做是同美国讨价还价、对其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和资本，是它与美国结成“特殊关系”的合格证书。1951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后对发展核武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1952年10月，英国在澳大利亚的蒙特贝洛岛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年，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全球战略报告，认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核威慑来遏制苏联。1955年英国政府正式公布了发展热核武器计划。英、法、以入侵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更加强了英国发展和完善自己核能力的决心。1957年5月英国氢弹试验成功，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的第三个核大国。1957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提出把建设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作为英国防务政策的重点。

不过，英国在发展核力量的过程中也遭到了意外的打击和困难。从战后初年到1958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英国的核研制开发工作在没有美国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此背景下，英、美同意恢复两国之间的核协作关系。195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案的修正案后，两国政府签订了在原子能用于防务需要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英国获准在一定范围内接触美国的核机密，可以向美国购买核武器系统和部件。但在合作过程中美国横生枝节，1962年11月美国单方面废弃了英国已向其订货的“闪电”导弹计划，致使英国的核计划面临夭折的危险。美国的做法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1962年12月麦克米伦首相赶往拿骚与肯尼迪总统会谈，双方达成协议：由美国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由英国自制核弹头和潜艇，组成英国的“独立”核力量。但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诺将拟议中的英国核潜艇导弹部队划归北约组织指挥，只有当英国最高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它才有权就使用问题独立做出决定。拿骚协议表明，英国核力量不仅运载工具要依靠美国，核部队平时还“划归”北约，其独立性是不完整的。但是由于财力限制，英国不能不依靠美国。1980年7月，英美两国政府又签订了由美国向英国提供三叉戟导弹的协议，以取代到90年代中期行将过时的北极星导弹潜艇系统。目前英国的战略核力量主要是由三叉戟导弹潜艇系统所组成。


苏伊士以东防务的终结
 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军，是二战后英国安全防务战略调整过程中一个最突出而重大的变化。英国当年为了保卫帝国及其海外商业利益，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全球防务体系。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财力及其军事实力同它在世界范围内所承担的义务之间就已产生明显的不平衡。随着英国相对衰落趋势的加强及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帝国防务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地暴露了英国防务战线长、力量单薄的弱点。在欧洲，只是在得到美国经济和海空军力量援助、并由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的情况下，英伦三岛才得以免遭被占领的厄运。在亚太地区，英国没有足够的力量保住它的殖民地免遭日寇入侵，也未能给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应有的保护，它们只得向美国寻求支持。美国遂取代英国成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国。二战的结果加剧了英国相对衰落的趋势，虚弱的经济基础使英国防务必须依据轻重缓急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洋至太平洋，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给英国的海外基地及其殖民统治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埃及人民反对英国驻军要求收回运河区的斗争，严重危及帝国生命线的咽喉——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南亚次大陆国家走上独立的道路，则从根本上削弱了帝国的防务体系。

战后初期，工党政府曾对英国的海外防务进行了调整。它结束了在一些地区的临时性军事占领，从巴勒斯坦和希腊撤出了驻军。随着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的独立，英军又撤出了南亚次大陆。英国内阁曾讨论过英军是否从中东撤退的问题。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防务体系，本来是为了保卫英国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而设立的。南亚一系列国家的独立，使这一防务体系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然而，英国军方和以贝文为首的一些内阁成员认为，中东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对于抵御苏联南下非洲和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政府决定继续维持苏伊士以东的防务体系。

但是英国在二战中遭到极大削弱，连自己都需要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自然难以向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提供必要的保护。其实一些老自治领早在战时就已纷纷向美国寻求防务支持，如加拿大与美国结成了北美防务体系。1951年签订的澳新美防务协定，英国也被排除在外。英国在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面前，曾试图通过同一些前殖民地附属国订立防务协定或修订旧约的办法，保持它在海外的驻军和基地。但是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英国财政经济困难的加剧，它在海外的阵地不得不一块接一块地被放弃。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同缅甸和锡兰订立的防务协定和相关安排分别于1953年和1957年被废除。1954年英埃就修订1936年条约中关于苏伊士运河区基地的条款达成协议，1956年6月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埃及。1956年3月约旦“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司令格拉布将军被解职，1957年3月约旦废除了英约同盟条约，英军被迫撤离。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英国撤出了它在伊拉克的两个空军基地。英国为了镇压马来亚人民的武装斗争，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曾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长期保持大量驻军。1966年在马来西亚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对抗宣告结束后，英国大大减少了在这一地区的驻军。1967年11月30日南也门宣告独立，英国撤出了在亚丁的全部驻军和基地。1969年的利比亚革命推翻了旧王朝，利比亚政府宣布取消同英国签订的防空体系协定，英国被迫撤除它在利比亚的基地和驻军。

促使英国政府最终做出从根本上放弃苏伊士以东防务的决定性因素，是英国连续不断的财政经济危机和削减各种海外开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英镑地位脆弱和英国国际收支所面临的压力，使得压缩各项公共开支，特别是海外防务开支呈难以避免之势。1967年11月18日英镑被迫贬值，政府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做出了从苏伊士以东全面撤退的决定。1968年1月16日工党政府首相威尔逊在下院宣布，英国将在1971年底完成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的撤军。1970～1974年执政的希思保守党政府曾对工党政府的决策作了一些修正，希望延缓撤退的进程。但客观事态的发展表明，英国难以继续承受在海外大量驻军的重负。在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下，1974年重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决定迅速完成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工作。1975年3月，工党政府宣布大幅度压缩防务开支和海外驻军费用，决定将英国在新加坡和马耳他的部队撤回国内，在塞浦路斯和香港的驻军予以压缩，并关闭在马尔代夫的空军基地和毛里求斯的海军交通站，中止同南非签订的《西蒙斯敦海军协定》。在此之前，在希思政府任内，英军已于1971年底撤离了海湾地区。这样，英国防务由全球范围向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集中与收缩的进程到此基本告一段落。

三 冷战后的英国安全防务战略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安全防务政策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与需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中最直接的变化，是武装部队裁员和防务经费的压缩。随着冷战的终结，英国原来所面临的大规模潜在战略威胁基本消失或者说相应地减轻了。1990年英国政府提出了改革防务结构的《改革选择方案》，在此基础上对防务开支及英国所承担的防务义务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和重新审查。根据政府的计划，到90年代中期，三军人数将从90年代初期的30多万人减为24万多人。其中陆军从15.6万减到11.6万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6.3万减到5.3万人；空军从8.9万减到7.5万人。到90年代末，正规军的兵力将削减近1/3。至2000年，三军正规军人数计划减为21.6万人。上述计划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在德国实现重新统一的情况下，驻德英军进行了大量裁减，到90年代中期已从5.6万减至2.3万人。不列颠莱茵军团的4个师（其中3个驻在德国）减为2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德国）。驻德空军减少了7700人，在德国的4个空军基地关闭了3个，剩下的4个驻德空军中队在2000年已撤回国内。英国政府防务拨款也在逐年下降。2000年英国防务开支的实际数额比1990年减少约25%～30%。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92～1993年度的3.8%下降到1997～1998年度的2.8%，但略高于北约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裁员节支无疑是冷战结束后英国安全防务政策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调整的目的乃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重新界定英国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使其安全战略、防务安排及武装部队的结构适应新的形势。冷战后，英国及其盟国不再面临过去那种大规模外来入侵的威胁。然而随着东西方军事对峙的结束，欧洲长期被掩盖的各类矛盾日趋表面化和尖锐化，欧洲及邻近地区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民族和种族冲突，宗教和领土纠纷，转型国家的不确定形势，受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扩散等，成了导致新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因此英国及北约的安全防务战略除实施传统的旨在“保卫领土安全”的“集体防御”之外，把侧重点放在预防和控制地区性危机与冲突方面。英国1992年的国防政策声明提出了英国防务具有三重作用：确保联合王国的领土安全；保护联合王国及其盟国不受任何重大的外来威胁；通过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为增进英国更广泛的安全利益作出贡献。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特别是2005年7月伦敦连续发生两次地铁和公共汽车连环爆炸案件之后，恐怖袭击已对英国本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英国情报界认为，在未来很多年内，英国都会是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英政府已将反恐列为国家安全防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形势，新的安全战略要求改革部队的结构，加强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部队要具备从参加小规模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到参与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等军事行动的能力。从预防和控制地区性危机与冲突的需要出发，政府决定组建规模小、机动性强的快速反应部队。英国除了在1992年10月成立的北约欧洲盟军快速反应部队中担任重要角色外，还于1996年组建了一支由陆海空三军抽调人员组成的联合快速部署部队。这支部队的联合司令部设在伦敦的诺斯伍德，可以担负从作战到维和或者从险区疏散平民等任务，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即可部署多达一个加强旅的兵力，即6000～8000人。

英国继续保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但它宣布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其战略核导弹不再针对任何国家。对于战术核力量，英国表示要大幅度削减其短程核导弹、核炸弹和核炮弹。同时，英国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作为优先任务，积极推进相互均衡与可核查的核裁军谈判，赞成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英国政府宣布，旨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核武器的谈判一旦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英国将把自己的核武器纳入这一谈判进程。

北约组织仍是英国防务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扩大北约组织并使之成为一个能为欧洲的未来提供政治权威和方向的机构，正是英国为之奋斗的目标。维护和加强北约在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不仅是美国的战略需要，而且也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和外交需要。因此英国积极参与冷战后北约的调整和改组工作，它在推动北约进行战略调整和军事改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英国防务政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与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的关系。西欧国家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寻求某种欧洲特性的问题，早在冷战年代就已提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谈不上什么欧洲自身的特性。冷战结束后，这一问题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英国鉴于它自身在对欧关系上的“超脱”传统和英美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对发展欧洲共同防务持保留和抵制态度。但欧洲安全事态的发展，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促使英国的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英国政府表示，在肯定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盾牌的前提下，欧洲应具备单独处理危机、实施小规模维和行动以及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能力，而不必事事都要求美国参与。在英、法《圣马洛协议》的推动下，欧盟加速了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进程，决定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西欧联盟已正式并入欧盟成为欧盟的防务组成部分。

第二节 防务结构

一 防务任务

英国武装部队的任务旨在保卫国家的领土、领空和领水。他们还要为英国海外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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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提供支援，并为联合王国及海外领土的民政当局提供支持。

皇家海军的宗旨是确保联合王国的领水完整，保卫它在周围海域的权益以及英国在全世界的利益；在不列颠岛周围水域保持一年到头24小时存在，为商船和海洋提供安全保障。皇家空军也为满足海上需要作出贡献，例如通过“猎迷”飞机为水面船只和潜艇提供空中监察。

英国陆军的宗旨在于通过部署它可使用的所有部队或其适当部分，为保卫联合王国及其海外领土的完整提供防卫能力。此外，陆军还承担为在北约域外地区冲突中的人道主义行动提供军事支持，为反击对北约的战略进攻提供军事力量等任务。

一个多层次的防空体系对联合王国及周围海域实施空中防卫。以北约空中早期预警部队为依托的空中监控体系（皇家空军为其提供6架飞机），对其提供持续不断的雷达覆盖。皇家空军还提供由空中加油机支持的“旋风”F-3型战斗机5个中队（战时将另外补充提供“旋风”F-3型战斗机3个中队）。皇家海军的防空驱逐舰也可以同空中监控体系相联系，为其提供雷达和电子战掩护与地对空导弹。地面发射的“轻剑”地对空导弹负责保卫皇家空军的主要基地。海军航空兵也对英国的空防作出自己的贡献。

英国除在德国驻有一支武装部队之外，还在直布罗陀、塞浦路斯、文莱和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等地保持驻军。直布罗陀为北约在西地中海提供司令部和通信设施。而塞浦路斯则为其在东地中海及其以外地区提供战略通信设施和军事行动的基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驻军，旨在显示英国政府维护岛民决定自己前途权利的决心。英国在文莱的驻军是应文莱政府的要求而保留的。

英国武装部队为北爱尔兰的皇家警察部队在维护法律和秩序、对付恐怖主义方面提供支持。至于在这里部署部队的具体数量则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治安形势。皇家海军在北爱尔兰周围水域和内河巡逻，以便阻截运送从事恐怖活动的武器装备。皇家海军陆战队提供部队以满足海军和陆军所承担义务的需要。皇家空军则提供空军分队和某些型号的直升机。

武装部队还承担其他一些任务，其中包括：为民事部门提供军事支持，如为保持社会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执行渔业保护勤务；为反毒品斗争提供帮助；为公民社会在紧急状态下提供军事帮助；进行军事搜查和救护。

二 防务力量结构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殖民体系的瓦解，已由世界一流军事大国向地区性的军事强国转化。尽管如此，至今它依然保持着比较平衡完整的防务结构。就防务力量结构而言，虽然规模较小，但门类齐备：从核武器到常规武器，从战略武器到战术武器，以及陆、海、空各个军兵种，一应俱全。英国武装部队在不断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数量在逐渐减少。同20世纪50年代初相比，英国陆、海、空三军人数已削减2/3以上，由1950年的68.8万人减至2006年的18.69万人。


陆、海、空三军
 截至2006年底，英国陆军正规部队为10.62万人；空军为4.521万人；海军为3.547万人。此外，还有预备役总兵力22.5万人；军中文职人员为11.51万人。

现役军人的服役时间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各种军人都需要受到良好的训练。军衔的授予，或来自列兵的晋升，或直接基于所受教育或其他资格的认证。军官的最初系统训练通常是在塔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利普斯敦的突击队训练中心、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和科冉威尔皇家空军学院等院校进行的，之后还要接受专门的训练，甚至包括学习大学的学位课程。对军官的高级训练课程，则由联合军事指挥和参谋学院提供。

非授衔军人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广泛，服役期长短不一。他们在服满最低期限的兵役之后，可以随时离职（但须预先通知）。陆军和空军中的服役期从3个月到22年不等，在皇家海军中的服役期最长可达37年（在皇家海军陆战队是22年）。此类军人同样要接受基本训练和专门训练，政府鼓励他们获取国家承认的资格证书。

预备役部队是英国武装力量中的重要部分。现役军人在经过正式服役期后便可转为正规预备役部队，以便在危机时刻扩充国家的军事能力。志愿预备部队则直接从公众和社团中招收，包括皇家海军预备部队、海军陆战队预备部队、国土军预备部队和皇家空军辅助部队。在战时或危机时期，预备役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正规部队。1996年颁布的预备役部队法规定，可以更灵活地使用预备役部队，尤其是志愿预备部队，例如在维和及救灾等活动中就常常动用志愿预备部队。

英国为实现其防务政策目标，需要建设一支高度机动灵活、准备充分、目的清晰的武装力量，以适应作战、预防冲突、危机管理和人道主义行动等需要。1960年英国废除了义务兵役制，这意味着英国军队的规模较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小，但更加专业化，更训练有素。为增强各军兵种的联合作战能力，英国政府1998年发表的《战略防务回顾》报告提出，拟在力量结构和作战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下列措施：

建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这是一支包括50艘战舰和支援船只、4个陆军旅和100架战斗机的混合力量，能够完成从作战到维和行动的一系列快速使命，也可以充任大规模军事部署的第一阶段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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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鹰”式飞机联队。由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舰载和陆基“海鹰号”飞机组成一个联合指挥部。

建立一个新的直升机联合指挥部。它包括海军和陆军的直升机（含2001年服役的“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以及皇家空军的支援型直升机，共约350架。

建立一个防御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联合团队。

建立一个有关防务理论的联合研究中心，以适应防务理论发展的需要。

至于三军建设的具体指标，《战略防务回顾》报告提出下列要求：

海军的重点在于实现由大规模公海作战向同其他军兵种协同实施近海作战的方向转移。为此需要建造2艘新的可运载50架飞机和直升机的大型航空母舰，它们将于2012年开始服役；一支由32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役的Type 42 型驱逐舰到2008年将由Type 45型所取代），以及数量增至22艘的水雷对抗船只所组成的水面舰只部队；10艘“猎人杀手”型潜艇，到2008年每艘都可以发射“战斧”式陆基导弹。

陆军为提高其机动性、火力和力量投放能力所采取的措施有：将空降旅改编为1个机械化旅，将英国的装甲或机械化旅由5个增加到6个；创建1个新的强大的空中攻击旅（由伞兵团的2个营联合组成），同时配备新的威斯兰“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由德国撤回的1个装甲团改建成1个新的装甲侦察团；将坦克团由原来的8个改编为6个规模更大的团（人员和坦克数目将显著增加）。

空军新计划的重点是，加强可迅速向危机地点部署适当类型飞机的能力。其措施包括：为“旋风”和“鹰”式飞机以及“欧洲战斗机”采购新的空对空、反装甲和空对地导弹；改善“猎迷”侦察机支援维和与作战行动的性能；使空中的战略运输能力现代化，近期内将租借4架波音C-17飞机，在这个10年的晚些时候将获得25架空中客车A400M大型运输机。


核力量
 英国在实施各项防务任务时，除依靠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的三军常规力量外，仍把英国的独立核威慑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最后屏障。不过，英国的核力量平时仍划拨给北约指挥和控制。现在英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主要由4艘装备有三叉戟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组成。核潜艇由英国自己建造，携带美国生产的三叉戟导弹，装配英国制造的核弹头。每艘潜艇可携载16枚导弹，每枚导弹可载8个分弹头，即每艘潜艇最多可携带128个核弹头。

由于战略环境的好转，英国政府对其核能力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军事上可供使用的核弹头总数不足200枚即可满足需要，也就是说可以减少1/3。英国政府认为，在同一时间只需一艘三叉戟核潜艇处于巡逻状态即可，它所携带的核弹头也由过去的最高限额96枚减少至48枚。英国核威慑力量所承担的作用也相应减轻，到20世纪末，所有自由降落的核弹都已退出现役。

2006年12月，英国发表核威慑政策白皮书，称为保持英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将斥资150亿至200亿英镑用于研制新一代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取代将于2020年左右退役的运载“三叉戟”战略弹道导弹的“前卫”级核潜艇。英国拟将现有“三叉戟D5”型弹道导弹服役期延长至2042年，并在适当时候决定是否与美国合作研发新型的弹道导弹。它还决定将核潜艇数量由4艘减至3艘，核弹头由200枚减至160枚。

三 军事决策机构


决策体制
 英国最早设立的防务政策机构是1904年建立的帝国防务委员会，除首相外，参加者还有枢密院院长、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文职阁员，以及第一海军委员、陆军总司令和三军情报部长，由首相以主席身份主持会议。这一委员会一直保持到1939年。在二战时则由首相组成5～9人不等的战时内阁统率全军。二战后于1947年设立统一的国防部，吸收合并了原来的国防部、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其权限和责任集中于国防大臣。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英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是“国防与海外政策委员会”，首相任主席，成员有国防大臣、外交大臣、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必要时，国防参谋长和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国防部为国防执行机构，它既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也是最高军事司令部。国防大臣负责制定和执行防务政策，并负责为实施防务政策提供经费。国防参谋长和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协助国防大臣工作。国防参谋长是武装部队的首长、国防大臣的首要军事顾问。国防部常务副大臣是政府有关防务的首席文职顾问，对国防部的政策、财政和行政管理负有首要责任。常务副大臣本人要对议会投票通过的用于防务目的的公共开支负责。

一些高层的委员会在防务管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国防理事会。国防部内审议重大防务政策的最高层会议，由国防大臣主持，成员包括非阁员的国防国务大臣、三军政务次官、国防参谋长等。（2）国防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国防部常务副大臣主持，对防务实行高层领导和战略管理。（3）国防参谋长和三军参谋长组成的参谋长委员会。由国防参谋长主持，在制定战略、作战计划等方面辅佐国防大臣，就军事问题向国防大臣和政府提出建议。


文官控制
 文官控制是英国军事方面的一大特色，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军人左右政治，保证有效地贯彻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形成军人（含曾是军人者）不得介入政治的惯例。此外，英国属于岛国的地理位置决定它重视海军，并将注意力集中于海外，这也是使其军人不介入政治的重要原因。在英国，除在19世纪初的滑铁卢战役中率军打败拿破仑一世的威灵顿公爵担任过首相外，尚无第二例由高级军人任首相。尽管如此，威灵顿公爵也是在退出现役并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出任首相的。英国的国防大臣都由文职官员出任。

四 国防预算

2000～2001年度的防务预算为228亿英镑，2001～2002年度和2002～2003年度的防务预算分别为234亿英镑和240亿英镑。2003～2004年度的防务开支计划升至248亿英镑。这意味着英国的防务预算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出现逐年增长。2007～2008年度国防预算320亿英镑，居世界第二位。但总体来看，英国的防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1987年为4.4%，2007年仅为2.5%。

第三节 对外军事关系

一 北约中的英国武装部队

英国是北约的创建国之一，它在北约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大部分武装部队都划拨给北约支配，与北约其他成员国的部队结合在一起，承担保卫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的重要任务。


海军
 皇家海军的大多数舰艇供北约调遣，与北约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一起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执行任务，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维和行动服务。英国还为北约提供海上增援部队。可供北约使用的英国舰艇主要有：运载海鹰战斗机和海王反潜直升机的3艘航空母舰，32艘驱逐舰和护卫舰，22艘水雷对抗船，12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两栖部队（包括2艘强击艇和1艘正在建造的直升机母舰）。


陆军部队
 北约盟国欧洲指挥部于1995年4月组建的多国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是北约陆军快速反应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英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提供了5.5万人的正规部队。在可供该部队使用的10个装甲师中，英国提供了2个师——由英国驻扎在德国的3个装甲旅组成的1个装甲师和另一个由驻在英国国内的3个机械化旅组成的机械化师，以及1个也驻扎在英国国内、但划拨给多国部队其他师指挥的空降旅。该快速反应部队由英国将军指挥，60%的司令部参谋人员和部队一级的战斗支援与后勤补给部队由英国提供。


空军部队
 皇家空军也参加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划拨约100架飞机和40架直升机归其调配和使用。“旋风”-F3飞机、“海鹰”和“美洲豹”飞机，以及“轻剑”地对空导弹也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海鹰”和“旋风”-GR1/4飞机为该部队提供有效的攻击支援和战术侦察。“印第安人”和“美洲狮”式直升机则向该部队或其他地面部队提供空运。皇家空军还提供“猎迷”海上巡逻机和搜索与救护直升机。

二 英国与欧洲防务联合

英国是欧洲防务联合的积极推动者。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在西欧带头组织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后改组扩大为西欧联盟）与苏联抗衡。但在北约组织成立后，西欧联盟只是作为北约防务体系的一个从属机构，长期被北约组织所湮没。在这期间，西欧国家试图在安全防务方面寻求某种欧洲特性。1984年西欧国家把沉睡多年的西欧联盟重新抬出来，作为推进西欧防务联合、实现欧洲防务特性的一种手段。不过在冷战条件下，当时从总体上还谈不上什么欧洲自身的防务特性。然而，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欧洲事态发展，确立欧洲防务特性的问题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91年12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城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就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问题达成协议，确立了制定共同防务政策、直至实施共同防务的长远目标。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明确了欧盟的安全与防务目标，规定欧盟可以借助西欧联盟履行人道主义、救援、维和任务以及危机处理使命。

欧洲防务联合进程的发展，是同欧盟与北约在欧洲安全结构重建过程中的竞争密切相关的。北约组织及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在战后40多年来一直居于欧洲安全结构的中心。随着冷战的终结和欧洲形势的巨变，旨在维持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旧联盟体制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美国一直在寻求一项不致使美国退出欧洲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改造和加强北约，使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仍居中心地位。而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国家，强调发展欧洲自身的防务特性，主张把西欧联盟建设成为欧共体控制下的西欧防务实体，由它逐步取代北约充当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英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反对在北约之外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务实体，主张北约仍在欧洲安全中扮演中心角色；认为欧洲防务特性的确立不应损害欧洲通过北约同美国形成的机制性联系；建议在北约组织之内加强欧洲安全支柱及其防务特性。英国的立场同它对欧洲一体化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是一致的，同时也有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一面（英国作为北约的一个欧洲主要成员国，北约组织的强大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英国这样做当然也有维系传统的英美“特殊关系”，特别是在防务和情报方面维护两国的密切联系和合作的考虑。

由于欧洲主要大国在冷战后欧洲安全与防务结构重建问题上存在利害分歧与不同的政策考虑，欧洲防务联合和军事一体化进程只能以缓慢的节奏向前推进。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政策立场相距甚远的相关国家逐步加快了接近的进程。冷战结束以后的欧洲安全形势，特别是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危机的事态表明，欧洲国家既需要对大西洋联盟作出更为强大而协调一致的贡献，也需要加强其集体能力，以便在北约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不参与的情况下由欧盟出面领导危机管理行动。人们一般认为，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1998年12月的圣马洛会晤是这一进程加速的起点。两国领导人在这次会晤中签署了一项有关加强欧洲防务合作的意向书，强调欧洲必须拥有得到可靠军事力量支持的、可自主采取行动的能力。1999年6月和12月先后在德国的科隆和芬兰的赫尔辛基召开的欧盟各国首脑会议，在制定共同防务政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而关键的步伐。科隆会议通过了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制定共同政策的协议，使之具备“在可信的军事力量支持下自主行动的能力”，并决定在2000年底之前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使其成为欧盟的“武装臂膀”。赫尔辛基会议批准了欧洲共同外交和防务计划，决定到2003年创建一支由5万～6万人组成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并从2000年3月开始正式设立有关的政治、军事机构致力于欧洲防务的决策与协调。2000年12月欧盟尼斯峰会在签署《尼斯条约》的同时，通过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报告，正式批准建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以及成立政治和军事指挥机构。

欧洲主要大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安全与发展欧洲防务特性问题上逐步达成某些谅解，也是同它们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的。就英国而言，从1998年10月以来，它对发展欧洲防务所持的立场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与英国长期以来对发展欧洲共同防务所持的保留和抵制态度不同，布莱尔政府在坚持认为不能使北约的地位受到任何削弱的同时，对欧盟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一体化表现了新的开明态度。布莱尔明确表示支持欧盟逐渐增加防务功能，从而使其在防止危机和维护和平方面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998年12月英法两国签订的《圣马洛协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英国态度的变化当然不只是整个欧洲形势，特别是前南地区事态发展变化产生的影响所致；而且有对英国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对其大国地位的考虑在起作用。英国是欧洲大国，一直希望跻身于欧盟的领导核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德轴心一直充当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鉴于国内公众中存在着强大的欧洲怀疑主义势力，英国政府在欧洲经货联盟问题上一直行动迟缓，至今仍置身于欧元区之外。这不能不使英国人有一种“局外人”之感。英国绝不愿意成为欧盟内的“二流大国”，希望能在欧盟内居于主导地位。而英国自认为在政治军事方面拥有优势，并指望在自己得意的军事和安全保障领域中显示其存在，以弥补英国在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 多边军事合作

英国军事力量为增进联合王国更广泛的安全利益而承担的军事任务，或以单边行动方式实施；或在联合国、北约组织、欧盟和西欧联盟的倡导下通过多边机制组织实施。英国派遣部队参加了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格鲁吉亚、东帝汶、波斯尼亚、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在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之间的军事行动。英国“旋风”-GR1/4飞机和“美洲豹”式飞机在伊拉克“禁飞区”上空与美国空军一起实施警察行动。皇家海军在海湾部署力量，执行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任务。有相当数量的英国部队部署在科索沃，帮助实施北约1999年对南斯拉夫停炸后所签署的和平协议。

近年来反对毒品走私的军事行动数目不断增加。例如在加勒比海地区，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或护卫舰，同美国、英国海外属地和地区的有关当局密切合作，打击毒品走私活动。

在2000年前的3年时间内，英国军队参加了在卢旺达、索马里、安哥拉、厄立特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莫桑比克、东帝汶、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的国际撤侨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2007年英国共有海外驻军2.8万人，主要部署在德国、加拿大、塞浦路斯、马尔维纳斯群岛、波斯尼亚、科索沃、塞拉利昂、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

四 英美军事合作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近年来不断强化的英美“特殊”军事关系。这一特殊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两国在安全防务和情报部门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合作。布莱尔政府上台以后，在伊拉克危机和阿富汗战争问题上追随美国，积极为其提供军事支持。1998年12月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军事行动。英国是美国这次军事行动的唯一合作者。在为时4天的行动中，英美战机发射了约500枚导弹，大大超过了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发射的289枚的总量。此后，英美两国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对伊拉克南北两个“禁飞区”持续不断地进行轰炸，给伊拉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英国不仅参与对阿富汗的轰炸，而且又是唯一直接派武装部队（英国向阿富汗共派出由1700名突击队员组成的特种部队）同美国并肩作战的盟国。战事告一段落后，英国最先派遣人员赴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并担任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第一任司令官。这些行动虽显示了英美关系的“特殊性”，扩大了英国的影响，但也在英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异议和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英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而不断增加的维和任务，也给已经不堪重负的英国武装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另据报道，“9·11”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宣布要研制一系列战术核武器，准备“对企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和恐怖组织采取先发制人手段”。与之相呼应，英国也紧随其后。英国国防大臣胡恩表示，在有必要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情况下，英国有权对无核国家动用核武器。英国政府计划耗资数亿英镑建设一个庞大的核武器研制和生产基地，以更新英国落后的核武库。据分析，这个基地很可能将集中研制、生产小型核弹头，以对付恐怖组织以及被美国称作的“无赖”国家。消息传出后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强烈不安，工党内外都有不少人对布莱尔政府的核政策提出质疑。

此外，媒体还披露，世界上隐蔽度最高、最昂贵的美军B2
 隐形轰炸机也已落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将是美国隐形轰炸机在本国之外的唯一一个重要基地。此举将大大加强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控制能力，使美军更接近巴尔干和中东等世界热点地区。美国的做法及英国对美国的亦步亦趋，遭到了英国内外广泛的忧虑与反对。由于隐形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英国国内不少反核人士与和平主义者对此表示警觉，俄罗斯也表示反对。不少英国人担心，英美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新态势，不仅可能会使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紧张，也可能使欧盟对英国的戒心更重。此外，英美两国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合作也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

第四节 军事科技与国防工业

一 军事科技与防务装备

近年来，在世界军事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西方大国开始调整其军事科技战略，改变过去注重规模和数量的外延型建军模式，侧重把军队建立在高新尖端科技进步的基点上。英国也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军事科技战略。1996年英国国防部发表了《军事信息技术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提出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全力发展军事科技，使英军在21世纪的军事科技较量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后英国开始研制“未来野战军人系统”，其主要特点是用信息装备武装士兵，使未来的士兵都成为“高技术战士”。这些士兵配备的武器有：能让他们获得全方位视野的360度转动头盔摄像机，运用激光瞄准器捕捉目标进行准确射击的步枪，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声音控制的机枪等。英国还积极发展军事模拟技术，通过先进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仿真实验，建立和目标相适应的模型。这种模拟技术也称“虚拟现实”，使你在计算机虚拟的人工合成的环境里对未来的高技术战场如同身临其境。英国也注意加速高新技术转化，加快武器更新。在武器网络化方面，加快建立多层次、全方位、一体化的指挥控制网络，形成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平时到战时的网络体系。在装备智能化方面，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装备现代化对于增强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具有关键意义。英国每年约用100亿英镑购置军事装备，约占1999～2000年度防务预算（223亿英镑）的44.8%。这一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是最高的。

英国用于改善皇家海军装备的计划主要有：使第四艘三叉戟核潜艇进入现役，建造“敏锐”级攻击型潜艇，在所有的潜艇上都部署英美联合开发的舰载“战斧”巡航导弹；建造2艘4万吨级超级航空母舰，每艘体积为现有航母的2倍，可承载50架飞机，并以新型飞机取代现役的“海鹰”式飞机；建造一支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队，使装备有法、意共同开发的防空导弹系统的Type-45型驱逐舰投入使用；建造新的两栖作战舰艇，加强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制造“梅林”型反潜直升机。

加强陆军前沿作战能力的措施包括：使“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投入使用；以新的反坦克导弹装备威斯兰“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改进“轻剑”和新的防空导弹；生产新的架桥设备，增强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生产先进的监视、目标搜索和侦察设备。

皇家空军的改进措施有：使“旋风”-GR1/4机群和“美洲豹”型机群升级；生产新的“猎迷”型海上巡逻机；订购新的空中发射导弹和制导炸弹，如可以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和在夜间从1.5万英尺高空中击中目标的“灵巧”炸弹；将EH-101型和新型“印第安人”支援直升机以及经改进的“大力神”飞机投入使用。

英国是具有专用军事卫星的少数国家之一。皇家空军的奥克汉杰基地是英国主要的卫星发射中心。1969年英国发射了第一颗军用通信卫星“空中网1”，1974年又将“空中网2”送入轨道。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和马可尼电子系统公司制造了3颗“空中网4”卫星。该网络在1990年8月开始运行后，它们分别在大西洋、非洲、印度洋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向英国的武装部队提供战略和战术信息。

英国是北约国家军备局长会议的成员，也是英、法、德、意等国军备合作组织的创建国之一。2000年7月，英、法、德、意、西班牙和瑞典的国防部长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欧洲防务工业集团”框架协议，使欧洲国家在军备生产领域的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英国目前参加的主要军备合作项目有：“欧洲战斗机-2000”开发项目（同德、意、西班牙合作），海上防空导弹系统（同法、意合作），高性能的空对空“流星”导弹（同德、法、意、西班牙、瑞典合作），战场雷达系统（同法、德合作），EH-101型直升机（还有意大利），多重用途的装甲车（同法、德合作），新一代隐形坦克（同美国合作）和大容量的运输机“空中客车”A400M（参加国还有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

二 军事工业

英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军事工业，在全球武器市场上居前几位。1999年的销售额为48亿英镑。1997～1998年度英国军事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为35.5万个。

英国军事工业同飞机制造业、车辆制造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等部门交织在一起，很少有单纯从事军事工业的公司。就军用飞机和导弹制造而言，英国航空航天空间系统公司（BAE Systems，由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与马可尼电子系统的防务分部合并而成），是这一领域最主要的公司，也是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它制造的主要军用飞机有“台风”型欧洲战斗机、垂直快速起降的“鹰”式军用战斗机、“旋风”式战斗机，以及向世界17个国家出售的“隼”式喷气训练机。该公司还参加了美国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联合研制攻击型战斗机的项目。英国航空航天空间系统公司还是陆、海、空战术制导武器系统的主要生产者。它将自己的导弹制造业务与法国马特拉公司（Matra Corporation）的该项生产合并，组成欧洲最大的制导武器康采恩——马特拉与英国航空航天动力公司（Matra Bae Dynamics）。被法国的汤姆森公司（Thomson-CSF）并购的短程导弹系统有限公司（SMS），则从事超短程防空武器系统的生产。

在直升机生产领域，由威斯兰直升机公司与意大利奥古斯塔公司合并组成的奥古斯塔-威斯兰公司（Agusta Westland），制造供军民两用的EH-101多功能中距离起降直升机，以及超级天猫座轻型直升机和供海军用的直升机。此外，它在波音公司的许可下，为英国陆军生产“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它还负责维修和保养目前已不再生产的该公司过去制造的产品，例如“海王”号中型直升机。奥古斯塔-威斯兰公司目前是仅次于波音公司的世界第二大直升机制造商。

英国国家空间中心（British National Space Centre）通过参加欧洲太空署的活动，使以英国为基地的公司能够参与涵盖电信学、卫星导航、地球观测、空间科学和天文学等许多重要的空间科学项目。英国最大的空间工业公司是爱斯特里姆有限股份公司（Astrium Limited），成立于2000年5月，由马特拉-马可尼空间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宇航公司的空间部合并而成，属英国航空航天空间系统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所共有。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空间公司之一。




 [1]
 “双强标准”是指英国的海军实力比世界上其他两个海军最强大的国家合起来还要强大。


 [2]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作为大英帝国的历史遗产还有13块海外领土至今仍被置于英国的主权统治之下。其中有3处（英属南极领地、英属印度洋领地和南乔治与南桑德韦奇群岛）没有常驻居民。这13块领地的中英文名字是：安圭拉（Anguilla，加勒比海）、百慕大（Bermuda，北大西洋）、英属南极领地（British Antarctic Territory）、英属印度洋领地（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加勒比海）、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加勒比海）、福克兰群岛（Falklands Islands，也称马尔维纳斯群岛，南大西洋）、直布罗陀（Gibraltar，地中海）、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加勒比海）、皮特开恩群岛（Pitcairn Island，南太平洋）、圣赫勒拿群岛及附属岛屿（St Helena、Ascension and Tristan da Cunha，除主岛外还包括亚森松岛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南大西洋）、南乔治与南桑德韦奇群岛（South Georgia and the South Sandwich Islands，南大西洋）、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The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加勒比海）。


 [3]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为应付在英国发生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英国政府决定组建一支由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部队中的志愿人员组成的总数为6000人的反恐怖反应部队。


第七章 对外关系

第一节 外交政策沿革

一 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

英国外交历史久远，具有务实灵活的“实用主义”传统，被视为奉行典型的“均势外交”政策的国家。

人们一般认为，英国均势外交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都铎王朝早期的对欧关系。据说，亨利八世曾让人给他画过一张肖像：他右手提一架保持平衡状态的天平，天平的一边装着法国，另一边是奥地利；左手拿一块砝码，随时准备添加在天平的一边。亨利八世的国务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以国王的名义实际统治英国达14年之久，他在对外活动中常常出其不意地变换结盟关系，为英国对欧外交奉行的力量均势原则奠定了基础。亨利八世曾联合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逼迫在百年战争中获胜的法国后退，阻止它向意大利和周边地区扩张。后来他又反过来同法国和土耳其结盟，竭力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试图建立一个支配整个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大帝国的图谋。继亨利八世之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时，她试图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均势。英国不仅从海上对西班牙进行骚扰，而且派兵到法国和荷兰援助那些同西班牙作战的部队。英国这样做并非出于热爱荷兰的起义者或法国的新教徒，而正如伊丽莎白一世所解释的那样：“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均势”至关重要。此后，英国又在克伦威尔统治年代选择时机介入法、西之间的冲突，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同法国的战争，从而对改变欧洲均势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西班牙的衰落和法国势力的迅速上升，英国则联合荷兰和德意志国家组成对法作战的“大同盟”，遏制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此后又经过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终于把法国从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英国还密切关注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的发展，其传统做法也是致力于保持力量均势，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压倒优势和取代它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

总之，英国通过长期的外交（也包括战争）实践形成的均势外交传统，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集团的相互制约，避免使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之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它通常给予同谋求霸权者相抗衡的一方以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英国自身的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英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乃是自身的利益，正如19世纪英国外交家帕麦斯顿勋爵在阐述英国外交政策原则时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

二 从“光荣孤立”到结盟政策的转变

从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签订到1870年前后，是英国均势外交表现得最为完备的时期。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推行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便是在和平时期设法使自己避免卷入任何正式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使自己执掌欧洲均势的牛耳，扮演“均势维持者”的角色。有人把这称之为“光荣孤立”政策。这种政策是建立在自己力量优势的基础之上，它似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无需固定的盟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其实，用“孤立”一词来界定英国的外交政策并不确切，实际上英国从来没有强大到无需盟友就可以自行其是的程度，英国政府也从未有意拒绝过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这里的关键是，英国政府只谋求实行外交合作，不愿以同盟条约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更不会承担军事义务。因此，有人把“孤立”政策解释为一种“有限责任”政策，一种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被奉为“光荣孤立”政策代表人物的索尔兹伯里在1896年曾指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或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以便于操纵“欧洲均势”。这恐怕才是“光荣孤立”的本意和实质所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均发生了重要变化。19世纪70年代前后，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心地带，严重打破了欧洲固有的力量平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先后赶上和超过了英国。俄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扩张和发展，正崛起成为欧亚强国。特别是世界范围内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大大激化了欧美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力量重新组合在加紧进行。英国由于同法国和俄国在争夺殖民地与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方面存在尖锐的利害冲突，曾试图谋求同德国缔结某种同盟关系。然而由于德国一直把英国视为自己争夺欧洲与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所以英国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英国为探索英德结盟关系所进行的尝试，只不过是英国面对当时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所作的一种反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孤立”已远非作为一种政策选择意义上的、有意识“置身于联盟体系之外”的孤立状态，而是一种孤家寡人、货真价实地四面受敌的处境。这里不仅有英国的传统对手法、俄在非洲、远东、中亚、印支和中国与其激烈竞争；而且有美国在西半球，德国在非洲和中东，以及日本在中国对其利益所提出的挑战。面对如此众多对手在世界各地的竞争和挑战，英国深感战线过长难以应付。它不得不对其全球战略中的每一个环节做仔细的评估，妥善地处理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英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摆脱自己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1902年英日两国就联合对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签订了同盟条约，减轻了英国在中国的战略负担。英、法在经过法绍达危机剑拔弩张的较量之后，终于就殖民地问题的争端达成了妥协，并于1907年达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就这样，素来注重实际效果的英国适时地甩掉了“超脱”的外衣，转向了实际的“结盟”政策。

三 “三环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根据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战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为使英国继续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提出了“三环外交”的外交政策总方针。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保守党的兰达诺年会上发表演说时说：“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变化时刻，当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力量的联合足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显然，在丘吉尔看来，英国由于其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关键地位，注定要在国际政治中执其牛耳，发挥某种中心作用，使它可以充当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桥梁与代言人。

丘吉尔的这席话不只是反映了他和保守党人借助英国同英联邦国家、美国及西欧国家的联系，谋求继续保持英国大国地位的愿望；也反映了英国对外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广泛联系，以及基于这种联系之上的对外政策重点，实际上为战后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在丘吉尔看来，英国在战后的世界舞台上扮演三重角色：英联邦和帝国的中心，与美国保有特殊关系的主要的大西洋国家，支撑着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西欧大国。依照“三环外交”思想，英联邦和帝国是英国大国外交的资本；英美特殊关系是其政策的基石和重点；借助美国的力量，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和西欧在内的西方集团同苏联抗衡，以确保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切身利益及其大国地位，则是其政策目标。


日趋衰微大国的无奈选择
 不难看出，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乃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19世纪被称为“英国世纪”。它曾统治世界1/4的人口，其殖民地遍及世界五大洲，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4，号称“日不落帝国”。1860年前后，英国达到了它极盛时期的顶峰。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开始逐步丧失其“世界工厂”的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时期。与之相应，英国在外交战略上也不得不逐步放弃其建立在力量绝对优势基础上的所谓“光荣孤立”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失去了它长期拥有的海上霸权和经济优势。但由于两次大战之间美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孤立主义”的传统政策，德国又新近战败，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力还相对弱小，因此直到二战以前，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英国。据统计，战争使英国的国民财富损耗约1/4，出口贸易较战前减少2/3，商船吨位总数减少28%，海外投资约有1/4被变卖。战争还使英国欠下巨额外债，丘吉尔曾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承认，英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者走出这场战争的。战争不仅给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还造成它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使得它不可能再像二战前那样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它已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的主要发言人。二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力量对比。美国和苏联均以超级大国的身份出现于欧洲和世界舞台上。而西欧国家则被严重削弱，英国也沦为无法与美、苏相比的二流国家。更为糟糕的是，二战大大加剧了英国经济相对衰落的进程。1950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7位，到1970年下降到第18位，1981年则沦至第21位。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不仅使英国在西欧抗衡苏联、重建欧洲均势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和复杂，而且直接危及了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生存。

二战后，英国尽管国力江河日下，在欧洲与世界力量对比中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但其统治集团的大国情结依然不改。丘吉尔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英国作为战胜国的余晖和英帝国依然保有大部分殖民地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历史渊源，借助在二战中与英国保有特殊关系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成西欧国家联合抗苏的新局面，以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这不仅是丘吉尔个人的构想，也体现了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基本主张。它表明英国外交既想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又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不与其传统的利益观决裂。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决策。正因为如此，英国这个昔日大帝国才没有在欧洲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被人遗忘。然而英国政治家在推行“三环外交”的过程中始终背着“世界大国地位”的沉重包袱，又不能不面对实力有限与战线过长的矛盾。这也是导致英国外交战略不得不逐步收缩，从全球外交逐步朝重点面向欧洲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环外交”初期实施的成效及问题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以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个“准超级大国”的身份活跃于欧洲和世界舞台。“三环外交”的执行从总体上说还是较有成效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英美特殊关系在冷战格局的确立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英美特殊关系”一词最早见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文献，用来描述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合作关系以及规划战后的英国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站在英国一边作战，两国结成了同盟。但是一战后美国又退回到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加之两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和利害冲突，使两次大战之间的英美关系处于疏远和猜疑状态。1940年法国的成为促使英美两国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催化剂。两国共同面临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促成了它们之间战时同盟关系的确立。两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以及血缘亲情与传统的文化联系，使在共同利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美合作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但是，随着二战的终结和共同威胁的消失，联结两国关系的纽带开始松弛，只是对苏联威胁的共同意识和东西方冷战的到来，才使两国关系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下来。而英国在这方面扮演了某种推动者和急先锋的角色。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吹响了冷战的号角。贝文外交在促使“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推动美国走上同苏联全面对抗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诞生到1949年北约组织和1954年西欧联盟的建立，英国和美国一起在组织欧洲军事集团过程中充当了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其次，英帝国和英联邦在战后初期对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英国将维持英帝国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独特联系，看做是维护战后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础，导致战后英帝国的迅速解体。英国在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面前，在自身实力不济又面临美、苏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表现了较多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态度，迅速实现了从印度次大陆的撤退，并使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后更名为斯里兰卡）独立后留在了英联邦内。英国统治集团意识到，再抓住昔日的殖民地不放已行不通了，应该在局势无法控制的地方做适当让步，甚至同意其独立，但是要争取使之留在英联邦内，以借助英联邦这种形式维系正在瓦解的英帝国。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前，英帝国和英联邦大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英联邦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这类经济机制，还能较有效地服务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利益，促进了英国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由海外战略要地组成的基地网仍基本保持。这不仅对维护英国在英联邦内的利益和影响、保障英联邦的战略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被认为对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共产主义扩张”和“威胁”，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就在这一时期，英国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的独特立场和两难处境已初露端倪。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其安全与政治经济利益直接与欧洲大陆相关。然而英国又自视不完全属于欧洲，认为它的利益与影响遍及全世界，因此不宜加入一个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欧洲一体化组织。不过英国人并不反对欧洲合作的概念，他们甚至表示不反对其他西欧国家组建一体化的组织，但是英国要置身其外，使其决策和行动自由不致受到限制。事实上，正是丘吉尔在1946年9月在苏黎世演说中率先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他呼吁法、德和解，在英、美帮助下重建欧洲。面对欧洲力量均势急剧变化的新形势，战后初期执政的工党政府也采取实际步骤，促使西欧国家组织起来，联合美国一起与苏联抗衡。然而，随着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英国同一些西欧大陆国家之间就有关欧洲建设方针问题的矛盾与争论变得尖锐起来。英国主张在政府间松散的合作基础上建立一个邦联主义的欧洲，而大陆一些国家则主张建设一个具有某些超国家性质的欧洲联邦。由于英国等国的坚决反对，40年代末欧洲大陆国家欲把欧洲委员会建设成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的设想未能实现。在这之后，欧洲联邦主义者转向积极推行“职能主义一体化”的主张，在50年代相继提出建立“煤钢联营”、“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案，但都遭到英国的拒绝。就这样，英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迅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但这并不是说英国就完全放弃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施加影响的努力。英国事实上早就感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冲击和威胁，一直试图促使这一进程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针对西欧6国拟议中建立的共同市场，英国曾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工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在这些建议被拒绝后，英国同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一起，于1960年5月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在经济上就形成了由英国等“七国”建立的自由贸易联盟同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组成的共同市场相抗衡的局面。

四 实行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思想对于英国二战后的对外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和影响。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英国不得不对其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进行收缩，并对其政策目标及轻重缓急的次序加以调整，被迫放弃全球外交，实行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从“帝国环”撤退
 导致英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首要因素，是英国被迫从“帝国环”撤退。战后初期，英国的帝国政策是将“撤退”与“挖壕据守”相结合。一方面从印度次大陆等事实上已难以继续控制的地方迅速撤退；另一方面则步步为营，尽量将剩下的殖民地牢牢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英国实力衰落的趋势日趋明显，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失败是一个重要标志。此次事件促使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根据相对衰落的国力，对其帝国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和调整。英国的决策者们意识到，英国不再拥有在世界上继续扮演帝国角色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要阻止普遍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已力所不及。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英国政府大大加快了从剩下的殖民地撤退的进程。先是50年代中后期，英国结束了对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控制；继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批英属非洲殖民地、保护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与此同时，英国在亚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与保护国大多也先后取得独立。到60年代中期，英国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殖民地都已取得独立地位。

在英帝国殖民体系解体的过程中，大批的前英属殖民地和附属国加入了英联邦。英联邦本来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自治领结成的一种“白人俱乐部”，它们以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为纽带而自愿联合在一起。二战后英国统治集团希望利用英联邦这一形式维系正在解体的英帝国，使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附属国尽可能留在英联邦内。印度独立后准备改为共和国。为使印度不致因政体改变而退出英联邦，英国政府同其他英联邦国家协商后决定，不再把效忠英国君主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必备条件，而只要承认英国国王作为英联邦国家联合的象征和英联邦的元首，即可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1950年印度宣布为共和国，继续留在英联邦内，这为后来一系列前英属殖民地加入英联邦提供了先例。1957年后，大批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新独立国家加入了英联邦。这样，英联邦就由二战前的“白人俱乐部”演变为一个多种民族和种族、拥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处于各种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松散的联合体。英国企图在政治上充当英联邦的发言人，使其成为能与两个超级大国并立的第三种力量，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期望当然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不过也并非毫无根据。从战后初年到50年代中期，英联邦在经济、外交和防务方面曾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并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和战略需要。但是随着英联邦的扩大，英联邦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存在的分歧也变得日趋明显，使它们在外交上难以寻求共同或相近的立场。各国民族目标的差异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导致英镑区和联邦特惠制逐步解体，加剧了英联邦国家的离心倾向。英联邦难以再作为统一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世界上发挥独立的作用。英帝国的解体、英联邦对英国的意义和作用的下降，促使英国逐步把同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放在对外政策的突出地位。


英美关系的重要性下降
 “英美特殊关系”本来就是英国提出的，美国虽也提及但远不及英国那么看重它，它主要反映了英国借助美国力量实现自己战略需要的愿望。因此，战后多届英国政府都把保持英美特殊关系，作为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下降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英美关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下降。与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相比，英美关系的“特殊性”也在逐渐减弱。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根本不理会英美特殊关系而多方对英国施加压力，两国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在此后上台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决定把修好英美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提出建立相互依赖的“真正伙伴关系”。英美伙伴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被认为是麦克米伦的一大成就，但它给英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它无疑有助于英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参加大国俱乐部，但也大大加强了英国对美国的依赖。工党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对苏联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威胁远不像美国看得那样严重，因此对美国在捍卫西方战略利益的旗号下所采取的行动配合乏力。特别是在越南战争问题上，英美两国时有不和谐之音。鉴于英国国内和工党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反对越战的情绪，威尔逊政府不仅拒绝派象征性部队赴越参战，而且还竭力在美、苏和越南之间进行斡旋，试图促使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正当美国深陷越战泥沼急需盟国支持的时候，英国政府又做出了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的决定。在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有损于西方战略利益的严重事态，从而使英美特殊关系受到削弱和损害。希思的外交政策较之威尔逊更侧重于西欧，他声称英美特殊关系已被“自然关系”所取代。所有这些都表明，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已变得不那么“特殊”，英国在美国国际政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已非昔日可比。


英国欧洲政策的转变
 英国经济利益和外交战略需要的欧洲化，是促使英国对外政策实现从大国全球外交向重点面向欧洲转变的一个根本原因。战后英国的内外环境及其现实利益，以及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种种因素，曾使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西欧一体化进程采取一种冷漠、超然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但是迅速发展的欧共体很快表明，它对英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英国经济发展缓慢的趋势在50年代后期已很明显。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加快了德、法等欧共体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到6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由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降至第五位。为缺乏活力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寻求出路，成为英国向欧共体靠拢的重要动因。

与之相应，英国的经济活动及其贸易利益也在加速由“帝国环”向欧洲地区转移和集中。英国统治集团曾期望利用帝国促进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也的确曾为英国产品和资本的输出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相对安全的市场。但随着英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英国新兴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产品价格昂贵，在不发达的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很难找到市场，因此需要向经济发达的西欧和北美寻找销路。另一方面，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扩大了西欧内部市场的容量，为英国增加向西欧出口提供了条件。为了进行科技革命，更新陈旧的机器设备，英国也需要从西欧、北美和日本进口技术。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合成材料工业的迅速发展，原材料的消耗减少，加之英国采取措施积极发展农业，英国对从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进口原料和食品的依赖有所减弱，就导致英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1955年至1965年间，英镑区国家在英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由约占1/2降到1/3，而西欧和美国所占的份额则由1/3上升到一半。在英国出口贸易中，欧共体六国加上爱尔兰与丹麦在1954年所占的份额约为20%，1971年上升为近30%，1979年则达40%以上。人们把英国对外经贸关系格局的这种变化趋势称为英国经济利益的“欧洲化”，认为它是推动英国实现重点面向欧洲转变的根本原因。

英国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和转变，当然并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政治和外交上的需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欧共体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如果英国同西欧联合进程的联系被完全切断，那么未来世界外交活动的轴心就有可能绕过英国而从欧共体通过，从而给英国的大国地位造成严重损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3次申请参加欧共体，经过10多年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英国外交战略也基本实现了从全球外交到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五 撒切尔主义外交

英国1973年1月1日加入欧共体，又经1975年全民公决以2∶1的多数表明英国决心留在欧共体内之后，其欧共体成员资格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但是英国政界在欧洲政策上的“欧洲派”与“大西洋派”之争并没有结束。英国是欧洲国家，但它作为岛国又有别于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与美国的传统关系及其广泛的海外联系，使它比任何欧陆国家都有广泛得多的依托。英国在制定欧洲政策时，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欧共体出现后，英国就有个次序上的选择问题，这就导致了“欧洲派”与“大西洋派”之争。在“欧洲派”看来，英国应该把同欧陆国家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欧共体已显示出其可观的实力和影响之后，英国更不应置身其外；否则，英国就无法在欧洲立足，英美关系和英联邦均不足恃。“大西洋派”则更看重同美国的关系，担心加入欧共体会削弱英国在欧洲的独特地位，从而损害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即使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它也应该从维护其海外联系出发，谋求在欧共体内享有特殊的政策利益，反对布鲁塞尔的“过分”集权和官僚化。英国政治中这两种倾向之争在撒切尔夫人主政时表现得十分突出。撒切尔主义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西洋主义在英国对外政策上的一种集中反映。


重新回到英美“特殊关系”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美关系，一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日趋疏远的状况，由希思称为的“自然关系”重新回到了昔日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占中心地位的“特殊关系”。撒切尔夫人认为，保守党的对外政策应建立在英美深刻的谅解基础之上，建立在英美盟国关系的基础之上。她把此视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一部分，也作为对北约承担义务的一部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注意。首先，英国尽管加入了欧共体，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对其实际效果所产生的失望，以及同法国等欧共体伙伴之间的利害冲突，使它难以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欧洲人”。另外，就欧共体的性质而言，它主要是一个经济组织，西欧的安全和防务以及东西方关系等重大问题，仍是通过大西洋联盟来协调的，而英美之间的防务伙伴关系对英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政府自然不会把重振英国大国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同欧洲大陆的关系上。其次，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新右派内外方针与撒切尔夫人倡导的新保守主义指导原则十分接近，他们在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上都持强硬立场。他们的经济政策思想也有许多相同和近似之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共同使命感和内外政策上的广泛一致性，使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英美关系变得异常密切起来。

英美关系的基础，是英美两国对苏战略的一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事态发展，是推动撒切尔政府支持美国对苏推行强硬政策的直接诱因。为推行北约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现代化的计划，英国政府于1980年1月率先宣布允许将160枚美国巡航导弹部署在英国，同意在英国东南部为其建造发射场。这在德国、荷兰、比利时都对部署美国导弹表现出迟疑态度的时候，无疑对美国里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支持。在西欧一些国家因担心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某些行动危及东西方关系和欧洲缓和而同美国发生矛盾时，撒切尔政府力主西方国家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并同美国在北约防区外进行密切合作。如在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空袭利比亚等事件中，撒切尔政府都给美国以最积极的合作与支持。

撒切尔政府这样做当然不只是出于对西方共同战略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其根本目的在于希望以此换取美国对英国利益和战略需要的支持。英国在马岛战争中得到美国的外交声援和后勤支持就是一个重要例子。1982年4月，英国和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爆发战争。战争初期，美国曾试图在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进行斡旋，因为美国在阿根廷和拉美拥有重要的商业和投资利益，不愿因站在英国一边而损害它同阿根廷的关系。但是英国毕竟是美国在西方联盟里的重要盟友。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英国在许多重大问题和事态发展中都坚决站在美国一边。英国在马岛问题上面临的严重考验不仅关系到英国的威望，甚至会影响撒切尔政府的前途。因此，当撒切尔夫人决心孤注一掷诉诸武力的时候，里根政府只能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美国向英国提供了响尾蛇导弹、空运飞机和大批弹药，让远涉重洋的英国舰队使用其在亚松森岛上的加油设施，并向英国内阁提供由美国间谍卫星侦察得到的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支持对英国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把马岛战争中的英美合作称为英美“非凡联盟”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例。

“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战后英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谋略，撒切尔夫人的外交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1983年里根总统正式宣布了“战略防御倡议”，曾招致欧洲盟国的疑虑和批评。苏联更是对之发动攻势，试图打掉这一计划。撒切尔夫人认为，“战略防御倡议”将会导致欧洲的威慑平衡不稳定，给英国的三叉戟导弹计划带来不良影响。但是她又认为，说服里根放弃研究计划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在支持美国进行新技术研究的同时，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和引导。于是她于1984年12月到戴维营同里根总统会谈，达成了4点共识：（1）“战略防御倡议”的目的不是为使美国取得优势，而是在考虑苏联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保持均势。（2）“倡议”旨在战略防御武器的开发研究，有关部署的问题将进行谈判。（3）“倡议”是要加强而不是损害威慑力量。（4）谈判的目的在于降低双方进攻性武器系统的水平，从而获得安全。这4点的核心是把研究和部署分开，据说这是撒切尔夫人出的点子，既支持了美国的立场，顶住了苏联攻势的压力，又兼顾了西欧的愿望与利益，为制约美国提供了依据，也成为日后美国对外表态的口径和同苏联谈判的基本立场。有人认为，这是“战略防御倡议”出笼以来，欧洲在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就。1985年12月6日，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同美国正式签署了参加该计划的谅解备忘录。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这强调说明了我们之间联盟的密切和我们关系的特殊性”。


“三心二意”的欧洲人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头5年中，英国围绕欧共体预算摊款份额和农业政策问题，同法国等欧共体伙伴进行了持续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大陆国家普遍把它看成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成员国。鉴于撒切尔夫人在欧洲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通常把她视为一个反欧（共体）主义者。不过，撒切尔夫人“本能上”尽管是亲大西洋主义的，但客观形势却使得她的政府逐步而不可挽回地加强了与大陆欧洲的联系。1984年在巴黎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英国政府在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题为《欧洲的前途》的文件，呼吁建成一个真正自由的内部统一市场，为确定欧共体的未来议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会议就英国摊款回扣问题达成的协议，消除了英国同其他欧共体国家长期发生争执的一个热点，使英国能够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欧洲建设。

然而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上，英国仍同大多数欧共体伙伴存在深刻的分歧。撒切尔夫人为此同欧共体执委会主席德洛尔发生了尖锐的争论。1988年9月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讲演，提出欧洲建设的五项原则。她主张建设一个基于主权国家联合基础上的欧洲，反对德洛尔的建立一个联邦主义的统一的欧洲的设想。在1990年10月举行的欧共体首脑罗马会议上，她不顾其他欧共体伙伴的意愿，反对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实施经货联盟第二阶段建设的计划。在此之前，她还在1989年12月举行的斯特拉斯堡会议上，否决了制定统一的欧洲“社会宪章”的议案。因为撒切尔夫人认为，这些都涉及大量让渡国家主权的问题，英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英国在欧共体内这种空前孤立的状况，使英国政府和执政党内温和的“欧洲派”人士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英国有可能被完全排除在迅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从而失去对欧洲进程施加影响的机会与可能。为此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挂冠而去，并进而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撒切尔夫人被迫于1990年11月辞职。

第二节 冷战后英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 调整的背景

导致英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以来英国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对于其对外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是冷战体制的受益者。它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和战后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国，曾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尽管英国后来逐步降为一个二流的经济中等发达国家，但它凭借在西方防务和外交领域所享有的优势及其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一流大国的作用与影响。随着冷战体制的终结，英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占有一席特权地位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其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削弱。随着两极体制的解体和东西方军事对抗的消失，军事安全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急剧减少。当北约组织失去了旧有的目标和敌人之后，英国作为北约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冷战时期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也就无形中贬值了。除此之外，英国相形见绌的经济实力对其国际地位也具有负面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上强大而又处于欧洲剧变漩涡中心的德国，已成为各方竞相结交的伙伴，它在客观上已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

其次，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也给英国政治带来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冷战后的欧洲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和重建，推进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西欧国家为重建和改组欧洲所作的根本选择。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不仅欧洲单一市场从1993年1月1日正式启动，而且欧洲政治和经货联盟的建设及欧盟的扩大进程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英国自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以来，已无可挽回地卷进了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英国对建设欧洲内部统一市场持积极支持的立场，而对政治和经货联盟的建设则持保留态度。在英国看来，前者主要是个自由贸易的问题，英国历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后者则涉及大量转让主权的问题，有可能从后门把英国引入一个它所厌恶的联邦主义的欧洲。随着建立经货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问题提上欧共体的议程，英国与其欧洲伙伴之间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欧洲的争论变得空前尖锐。英国既离不开欧洲，又不愿被束缚在一个结构过于紧密的联邦欧洲之内。英国尽管在制定欧盟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把“欧洲联邦”作为欧洲建设的最终目标写进条约文本，并取得了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参加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但谁都明白，随着关于建立欧洲政治与经货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贯彻落实，英国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是把自己进一步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去，还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方面被排除出“核心欧洲”决策圈之外的严峻考验。

此外，在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大国关系正在经历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和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结束了世界市场被人为分割的状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加紧向国外市场扩张，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兴市场则是其重要目标之一。面对亚太地区的蓬勃发展，西方主要大国纷纷调整与加强自己的亚洲政策，为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市场上抢占有利地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所有这些，均给英国经济政治带来众多的挑战和机遇。

二 调整的指导方针

冷战后英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总体考虑和出发点是，以“英国利益第一”的原则为指导，多方纵横捭阖，拓展外交活动空间；争取主动，利用英国的优势力争在新的欧洲和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以便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和影响。


指导思想
 1995年，时任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的里夫金德在一次演说中曾谈及英国的外交宗旨。他说：“帕麦斯顿勋爵的名言——英国外交大臣的唯一目标应当是推进英国的利益——是英国外交最根本的出发点。”一个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维护其国家利益，这本是一条普遍实用的原则。英国统治集团现今之所以突出强调这一点，是同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分不开的。随着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终结，外部的压力和威胁明显减弱或淡化，消除了各国追求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个重要障碍和制约因素。各国在对外关系中更加突出强调自身的利益。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随之有所突出和抬头，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利害矛盾和冲突也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国内有关英国外交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争论变得激烈起来。正是冷战后国内外情况变化的这种需要，促使英国政府把“英国利益第一”的原则重新抬了出来，并根据这一原则调整其结盟关系，确定政策重点的轻重缓急。当然，对于怎样做才真正符合英国的利益，不同政党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里夫金德的讲话主要是为保守党政府当时的欧洲政策辩解的。英国国内一些人担心，如果英国拒绝加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就可能像过去那样再次错过行进中的“欧洲列车”，从而使英国减少或彻底丧失对欧洲进程施加影响的机会。里夫金德辩白说，不加入某种特定的协调行动可能意味着影响的削弱。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一论点。影响本身并不是目的。偶尔地，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一些具体领域承受影响的削弱可能是正确的”。他明白表示，如果英国同欧盟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损害英国国家利益的话，他将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对。当然，此后执政的工党政府和亲欧派人士显然不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从革新政治理念入手，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布莱尔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主张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新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他强调新政府的使命是“重塑英国”，改变英国守旧、沉闷的形象，要赋予英国活力、创新、自信和自由等特征，使英国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一个能在精神上引导世界的国家。布莱尔在谈到英国外交的目标时，明确提出谋求使“英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他说：“我们在帝国后的这个时期不可能成为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们能够使世界感受到英国存在的影响。”布莱尔还提出了指导英国对外关系的4项原则：谋求恢复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建立强大的防务能力；强调道德准则、人权和自由贸易。


可资利用的优势与强项
 英国在冷战后的外交调整中，十分强调利用它在一些方面和领域尚存的优势和强项，谋求维持其大国地位。根据英国政府及其高级官员发表的文章、讲话和声明，这些“优势”和“强项”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强调利用英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中所拥有的某些特权和优势。英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北约组织、“七国集团”和欧盟的重要成员，是英联邦的创始国。英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有核国家之一。所有这些使英国处于“事态发展的中心”，处于在这一或那一方面足以使某些伙伴国嫉妒的地位。英国政府表示决心保持它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英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其有核国家地位。正是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核威慑力量，使英国同法国一起处于优越于它们的盟友德国的地位。

（2）强调英国在军事上在国际范围内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英国至今仍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或驻有军队，是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武装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它继续在北约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通过多边和集体安全机制，利用其军事方面尚存的某些优势，在世界上发挥着超过其实力的影响。

（3）强调英国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它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充当联结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桥梁。英国以贸易立国，有着自由贸易的传统，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4来自对外贸易。外贸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无形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无形贸易的收入占英国海外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就海外投资总额而论，英国是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国，其人均直接投资额高于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个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外资投资场所。伦敦则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保险事业、空运和海运的中心之一。英国拥有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及其经济联系网络，促使它十分关注世界各地区的政治稳定、贸易和航运自由。在按照自由贸易和开放原则建设欧洲和世界经济秩序方面，英国较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积极活跃。

（4）强调英语和英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一笔重要资产。英国政界领导人十分看重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商业通用语言以及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网对英国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他们强调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教学和宣传工作，通过执行各种奖学金计划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不仅促进了人们对英国及其制度和价值观的了解，提高了英国在世界上的信誉和知名度，而且给英国带来了实际的物质利益。据英国前外交大臣赫德在1995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透露，英语教学及与此相关的商品销售和服务收费，每年可为英国赚取5亿英镑的收入，而政府每年对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拨款只有1.3亿英镑，对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的投资也只不过1.75亿英镑，用于各种奖学金项目的费用则仅为3000万英镑。从广义上讲，英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包括其制度和价值观在国外的传播和推广。英国统治集团非常重视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和人权价值观。撒切尔夫人为她能“早于别人”看出戈尔巴乔夫“革命”的实质并为其提供积极支持而洋洋自得。赫德等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十分看重英国私有化的国际意义，并设法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拉美和印度等地予以积极推广。布莱尔为推广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在前南地区实施“新干涉主义”更是不遗余力。当然，英国的“民主”和“人权”外交究竟是一笔资产还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持有不同立场的人和国家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要推广的“民主”和“人权”观念在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就不断受阻。有人就明确指出，英国要想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站住脚，就必须避免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

第三节 英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

一 英国欧洲政策的调整

欧洲是英国生存发展的主要空间，也是其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当今的世界上像英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不仅经济上需要倚重欧盟，而且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可能离开欧洲而独立发挥作用。面对冷战后急剧下降的国际地位和众多的国内难题，英国只有更多地采取“欧洲解决办法”，更积极地介入欧洲进程，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英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和出路。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被迫辞职，就在于她做出了危及英国在欧洲地位的决定。梅杰1990年11月接替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时所作的一项重要政策声明，就是谋求使英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梅杰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走得过远会危及英国的主权和独立，特别是顾忌保守党内欧洲怀疑派的强烈反欧情绪，因此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内，往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消极防守、阻挠反对的态度。1994年，梅杰政府曾就欧盟吸收新成员后提高否决票数的问题以及德洛尔去职后的欧盟执委会主席人选问题，先后两度行使否决权。1996年围绕疯牛病导致的对英国牛肉出口禁运问题，英国同欧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在为修改“马约”而于1996年和1997年初举行的欧盟国家政府间会议上，英国几乎对所有加深一体化的建议都持反对或牵制态度，致使会议很难进行下去。保守党政府在欧洲政策上的僵硬立场，使得梅杰“谋求使英国处于欧洲中心”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成为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5月上台的工党布莱尔政府决定推行更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欧洲政策，采取措施迅速结束英国的孤立状态。布莱尔政府改变了英国不参加欧洲《社会宪章》的立场，表示支持在欧盟新约中增加有关就业的章节，还同意就扩大多数表决机制的问题做出有限的妥协。在英国继续保持对其边界实施控制的条件下，布莱尔政府同意将涉及各国司法、内政权限的《申根协议》纳入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正是工党政府这种灵活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促使长期陷入僵局的欧盟政府间会议出现了转机，欧盟15国终于就修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新约问题达成协议。

在经货联盟问题上，英国的态度也变得更趋积极。时任财政大臣的布朗1997年10月明确宣布了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表示英国虽不会在本届议会任期内加入欧元区，但将加紧准备，以便在条件成熟时正式加入。从表面上看，这仍然是英国所惯常奉行的那种“等着瞧”的方针。不过从实质上讲，它和保守党政府原来所推行的欧洲政策有着重要的差别。布朗在议会的声明中明确指出，引入单一货币在贸易、金融、投资、就业等方面对英国所具有的潜在好处是明显的。如果单一货币能够成功运作，加入的经济理由又如此明显，那么英国就应该谋求成为其成员。布朗还表示，不存在阻止英国成为欧洲经货联盟成员的宪法障碍。这些政策声明同保守党政府昔日借口国家主权对经货联盟所采取的怀疑主义立场与排斥态度，成为鲜明的对照。工党政府明确宣布支持经货联盟的原则，并在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采取行动促进欧元按时启动的实际表现，标志着英国对欧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2002年1月1日欧元已进入全面运转。英国虽然至今仍置身其外，但人们一般认为英国加入欧元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从工党政府方面来说，只要条件具备（特别是政治条件），它就会采取积极态度推动英国加入经货联盟。因为政治与经济上的考虑都不允许英国长久地滞留在欧元区之外。就在2001年底欧元即将正式投入使用之际，英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外交国务大臣彼得·海因表示，他希望“每年来英国旅游和购物的1300万欧洲人明白，只要把钱带来就可以，不必把5%的手续费交给兑换机构”。人们认为，他的讲话暗示英国政府将接受欧元在英国流通的积极姿态。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英国还未加入欧元区，但自2002年1月1日后欧元已在英国流通，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英国人的生活中。不过从总体上讲，鉴于英国国内对主权问题的传统观念和欧洲怀疑主义情绪的根深蒂固，布莱尔政府对于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任何步骤和措施，都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工党政府之所以决定暂不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顾忌怀有强烈欧洲怀疑主义情绪的英国公众一时难以接受带有超国家色彩的欧元。

布莱尔政府之所以对欧盟采取更为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政策和态度，目的之一是希望英国作为欧盟的一支主导力量，推动欧洲建设按照英国的方针和路线向前发展。自工党布莱尔政府执政以后，布莱尔和其他工党领导人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反复宣扬英国式的更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的活力及其成就，认为它是医治欧盟各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痼疾的有效处方，是可供欧洲改革仿效的样板。布莱尔1997年5月23日利用第一次出席欧盟在荷兰的诺德韦克举行的首脑会议的机会，呼吁欧洲进行急剧的变革。他为这一进程提出5个重点目标：完善统一市场和自由贸易；扩大共同体；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发动一场增强竞争力和就业灵活性的运动；谋求实现真正的外交合作。布莱尔政府曾试图利用1998年上半年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实施这一议程，按照自己的设想推动欧盟的改革。后来布莱尔还利用欧洲社会党国际的论坛以及其他双边或多边外交场合，反复宣传他的“第三条道路”。当然，欧洲各国情况不同，要推行某种统一的模式是难以做到的。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持批判态度者大有人在。况且执欧盟之牛耳的是法德轴心，英国要挤进这个轴心，甚至取其中之一而代之，更是谈何容易。不过英国的行动表明，它在积极参与争夺欧盟的主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届布莱尔政府后期起，英国同欧盟的关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它与欧盟伙伴国之间的矛盾和龃龉增多。由于法国拒绝解除对英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引发的英法牛肉大战，使布莱尔谋求提升和改善英法关系的努力严重受挫。英国拒绝接受有关在欧盟国家统一征收20%利息税的要求，使其与德国的关系明显恶化。而在科索沃战争和美英战机轰炸伊拉克问题上的英美协调，以及布莱尔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支持，则使英国与多数欧盟国家拉开了一定距离。美、英共同对欧盟国家设置的“庞大电子监视系统”被曝光，更使众多欧盟伙伴国感到愤怒。导致英国与欧盟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欧盟国家之间的主权和民族利益之争。例如，关于利息税问题，在欧盟看来，英国理应参加欧盟统一的利息税，这将是对欧盟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巨大支持与配合。但就英国而言，如果英国同意在该国征收20%的利息税，将直接动摇伦敦城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使大量资金流向美国和未加入欧盟的瑞士。至于有关国家主权与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之争，这是一个老问题，英国人历来对国家主权问题非常敏感与执著。工党政府虽然表示积极参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经济上愿意与欧盟密切合作，但坚决反对建设“欧洲合众国”的主张。目前英国公众中疑欧情绪仍十分强烈，相当多的英国人对加入欧元区持无可奈何的态度。保守党领导集团更提出要就欧盟基础条约重开谈判，扬言英国有可能退出欧盟。而欧盟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则是拟加快一体化进程，某些欧洲政治领导人甚至提出了建设欧洲联邦国家的方案。这就迫使工党政府在有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问题上不能不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在1999年12月举行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布莱尔明显感受到“孤独的气氛”。但他坦然地说，“假如我们受到孤立，而我们是正确的，那正是我们的位置。”布莱尔甚至声称，他将在所有有关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强硬”，说英国今后的对欧政策“需要强硬的时候就强硬，需要表现出建设性时就表现出建设性”。

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工党政府的对欧政策基本上是沿袭布莱尔的这一思路实施的。2004年欧盟罗马首脑会议签署的《欧盟宪法条约》在批准过程中，首先于2005年5月底6月初在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被否决。英国公众中本来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存在严重的怀疑情绪，担心接受宪法条约会影响英国的利益。因此6月6日英国政府借机迅速宣布推迟原定于2006年初对《欧盟宪法条约》进行公决的计划。此后在《欧盟宪法条约》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里斯本条约》，由欧盟各国领导人于2007年12月签署后交由各成员国批准，遗憾的是又被爱尔兰在2008年6月12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予以否决。但是这次英国的态度与3年前有所不同，英国议会于6月19日投票通过了《里斯本条约》，成为继爱尔兰全民公决否决《里斯本条约》后通过该条约的首个国家。英国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各成员国磋商制定新条约的过程中，删去了英国等成员国反对的某些带有宪法意味的内容，并增加了一些“个案处理”的灵活规定。例如，英国反对将警察与司法合作领域的表决机制由“一致通过”制改为“多数通过”制。对此，德国提出的新约“路线图”计划作了“妥协性”安排，强调“要找到一种新的机制，既要允许那些愿意合作的国家先行一步，也要允许那些不愿合作的国家不采取行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英国可以像不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那样不参加欧盟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所以布莱尔此前已公开表示支持德国提出的解决“欧宪危机”的时间表，并放弃就欧盟新条约举行全民投票的计划，此举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欢迎和称赞。英国在解决欧盟2007年至2013年的中期财政预算危机问题上也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中期财政预算危机的核心是英国的“返款”问题。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欧盟第二大交款国。但英国享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返款权”。这是1984年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从欧盟获得的一项优惠权利。随着英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少欧盟国家认为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好于其他很多成员国，再继续从欧盟获取返款是不公平的。但英国认为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它从欧盟获得的农业补贴、地区发展补贴都很少，继续获取返款是一种补偿形式，拒绝放弃这一特权。2005年6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欧盟中期财政预算问题的首脑会议，以失败而告终。2005年下半年英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面对欧盟困难危机的形势它必须有所作为。英国在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内先后抛出4份预算方案，主导了对预算问题的谈判，其收紧预算总额的提议迎合了部分成员国的心理。在最终协商时，英国在原有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妥协，承诺额外支付105亿欧元用于中东欧国家的建设，从而使英国在继续维持其返款特权的同时，巩固了与10个新成员国的关系。布莱尔抓住各国、特别是新成员国尽早达成协议的强烈愿望，通过成功化解“预算危机”，树立了英国在欧盟中的“强势”形象。

二 冷战后的英法德三角关系

英国欧洲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英、法、德三角关系，使之适应冷战后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的欧洲形势。冷战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崛起，是欧洲形势中一个突出而重要的特点。对德国支配性地位与影响的共同担忧，是促使英法两国接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早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就有人提出英法两国联手抗衡德国的设想。不过由于英法之间在历史上长期存在隔阂和猜忌，特别是两国在政策重点和利害关系上的差异和冲突，使它们一时难以结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倒是英德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观点和立场还比较接近，因此英国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争取德国的支持和合作作为实施其欧洲战略的重点。但是，此后十多年来欧美关系和欧洲安全方面的事态发展变化，促使英、法、德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要的转机。英法两国在前南问题、波黑危机和科索沃战争中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与相近的立场，以及它们同美、德之间的不同战略考虑和需要，是推动英、法靠拢的直接动因；而两国在防务合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它们在欧洲防务联合问题上所采取的联合行动（1998年12月英法两国领导人在法国圣马洛签署了一项有关加强欧洲防务合作的意向书，使“防务欧洲”进程正式启动），则标志着英法两国接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就英国方面来说，加强英法两国防务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考虑，那就是通过发展两国合作，确立英法军事核心在欧洲防务中的中心地位，以平衡法德防务联盟，进而分化法德政治轴心，冲淡或减弱德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和主宰地位。英国领导人宣称，英法两国是西欧仅有的两个核大国，也是两个负有广泛国际义务和拥有向海外投放军事力量的国家，因此欧盟中有效的军事核心应由它们组成。英国希望以此跻身于欧盟的领导核心，弥补它在经货联盟上滞后所造成的缺憾与负面影响，进而联合法国抑制德国推行建设联邦主义欧洲的方针。英国之所以抱有这样一种期望，是由于看到法德两国在欧盟建设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近年来法国国内对联邦主义欧洲的疑虑有所增长，英国认为法德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为其纵横捭阖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当然，英法两国接近并不意味着法、德轴心已经或很快就会被英、法谅解所取代。事实上，法德两国合作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欧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法德关系相比，英法关系在现阶段只能居次要地位。英国也会不时地试图借助德国的力量和影响，去推进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英、法、德三角关系，今后会随着它们之间利益关系及政策立场的异同变化，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结盟关系，如在欧盟建设上的法德轴心，在安全防务和某些外交领域中的英法合作，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英德同盟，等等。

三 互有所图的英俄关系

英俄关系从总体上说是西方同俄国关系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西方允诺的对俄经援口惠而实不至，在北约东扩和空袭南联盟的战争中俄罗斯又饱受屈辱，所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摩擦时有发生。不过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普京上台后便着手修复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为俄罗斯同美国与西方的和解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普京以“9·11”事件为契机，主动向美国示好，积极谋求改善同北约和欧盟的关系。

布莱尔上台以后大搞“枢纽外交”，希望利用英国广泛的国际联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轴心”和纽带作用。布莱尔敏锐而迅速地抓住普京上台后调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时机，试图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扮演一种政治“掮客”和中介人的角色。2000年初当普京还是俄罗斯代总统时，布莱尔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率先访问了圣彼得堡。当时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还在迟疑不决，并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意图存有疑虑，布莱尔却毫不犹豫地开始同普京接触。他赞扬普京是一位西方可与之打交道的人，宣称“他对未来的看法令我们感到欣慰”。普京投桃报李，当年4月份以当选总统身份访问了伦敦。两国首脑的会谈事实上宣布了英俄“新战略关系”的开始。会谈中，布莱尔使用了“新俄罗斯”的表述，强调了英俄的“新关系”。普京则表示“俄英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截至2001年底，两位英俄领导人在两年中已举行过9次会晤。“9·11”事件以后，英俄两国首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热线联系。美英对阿富汗发动军事打击以后，英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更是不断升温，首脑频繁互访。2001年10月4日，布莱尔访问俄罗斯，力图游说俄罗斯参加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普京将布莱尔迎到莫斯科郊外的私人别墅，在轻松的“家庭气氛”中会谈了大半夜，这次会谈对俄罗斯加入反恐联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21日，普京飞抵英国进行了两天的旋风式访问。两位领导人同意建立双边工作小组，使英俄两国情报机构更好地分享情报，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双方还表示要随时协调两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事后布莱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9·11”事件后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迈向了“史无前例的紧密”程度，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英俄关系不断升温的动因，在于双方互有所图。从英国方面来说，密切英俄关系有利于增进英国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也有利于加强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可以牵制欧盟的“法德轴心”，还能向美国显示自己的分量。就俄方而言，俄罗斯希望英国能成为其接近北约、融入欧洲的引路人，并对英国成为美俄关系的桥梁寄予厚望。至于普京何以选择英国充当这个角色？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从苏联解体开始，俄罗斯一直在寻找一两个能够特别信任并与之对话的西方伙伴国。在叶利钦时代这样的伙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2000年初在欧洲出现了对莫斯科不利的新形势，俄罗斯同法国的关系由于车臣问题严重恶化。法国媒体在报道北高加索局势时比其他西方国家表现得更片面、更富成见，更固执地要求惩罚莫斯科和对俄实行制裁。俄德关系则由于科尔下台、人事更迭，一时陷于停顿。而布莱尔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一直遵循一种谨慎的实用主义方针。与法国不同，伦敦避免就人权问题谴责俄罗斯。当时西方许多领导人对同普京这样一个前克格勃人员搞好关系都很敏感。布莱尔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说与俄罗斯和普京走得这么近有一定危险，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值得的。”“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稳定的并与外界保持接触的俄罗斯，这对于英国来说十分重要。如果英国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作用，我认为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总之，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战略需要促使他们把握有利时机，推动英俄关系迅速取得进展。为了满足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愿望，布莱尔明确表示，北约盟国普遍愿意接纳俄罗斯在未来的北约组织内扮演某种重要角色。普京认为，要改变目前的国际局势，比较实际的做法是让俄罗斯和北约发展关系，在欧洲建立单一的安全系统。他表示，俄罗斯已做好同北约发展新的合作关系的准备，甚至愿意成为北约的“兼职”成员。“9·11”事件后，布莱尔为促成北约同俄罗斯新关系的发展曾写信给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和所有成员国，指出这是一个改善欧洲和大西洋安全状况的机会，而为同俄罗斯建立新型关系采取明显行动则是成功的关键。2001年12月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外长会议宣布，双方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2002年5月28日，北约19个成员国和俄罗斯在意大利的罗马签署了《罗马宣言》，宣布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至此，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20国机制”正式取代了于1997年设立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的“19+1机制”，俄罗斯在与北约磋商时取得了某种“平等”的地位和发言权。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增加俄对英的战略需求，布莱尔还宣称英俄有许多共同目标。他表示英国可以协助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将在俄罗斯大量投资；并积极协助俄国融入西方经济体系。

英俄关系基本上还是彼此借重、互相利用的关系。在满足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要求方面，英国的作用显然有限。俄罗斯能否进入北约和欧盟不是由英国一家说了算。同时，两国关系中也还存在不少隔阂和分歧，就反恐斗争而言，俄英两国对在阿富汗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问题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四 英国对外关系中的北爱问题

北爱尔兰问题是长期困扰英国与爱尔兰两国关系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就英国来说，它是不列颠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整合的遗留问题，属于英国的内政。把英、爱有关北爱尔兰的争端放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它似乎是一个边界或边界纠纷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应该是承认现存边界并通过政府间协商达成一致，以建立保护有争议地区少数群体权利的体制。但是，如果把北爱冲突置于英帝国向外扩张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它就是一个殖民扩张的遗留问题，是英国对爱尔兰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迫使英国同意对爱尔兰实行分治：南部26郡组成自由邦（后脱离英国的统治，正式独立成为爱尔兰共和国）；北部6郡则被强行分割出去，仍留在英国内。从此，谋求爱尔兰的统一就成为南、北爱尔兰人民的一种民族愿望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北爱天主教居民中民权运动的发展，北爱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居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爱尔兰共和军针对英国军警和政界要人的暴力活动以及他们同新教徒准军事武装之间的仇杀，酿成群众性的骚乱。它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人力消耗，也给英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对外关系造成了诸多损害。英国政府感到难以用武力解决问题，希望以适当方式甩掉这一包袱。因此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北爱和平进程缓慢起步。1985年英国与爱尔兰政府签订了《英爱协定》，规定建立英、爱两国政府间机构协商处理北爱事务。这标志着英国对爱尔兰政府参与解决北爱问题的首肯。但是由于北爱对立两派居民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特别是当时并没有吸收北爱两派的代表直接参与和平进程，使这一进程在实际上长期陷于停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和两极体制的终结，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争端成为一种国际大气候。与此同时，北爱地区内部的事态发展也促使和平进程出现了转机。以武力实现爱尔兰统一为宗旨的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政治组织新芬党面临巨大压力，促使他们考虑改变策略。另外，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更加积极地插手北爱问题，为北爱天主教派民族主义领导人玩弄“美国牌”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从而对英国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爱两国政府于1993年底签署了《唐宁街宣言》，决定重新启动北爱和平进程。

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英、爱两国90年代后期内部事态的发展及其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为实现北爱问题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条件。从英国方面来说，1997年5月大选中工党获胜执政，提出了广泛的宪政改革计划，政治解决北爱问题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布莱尔政府在北爱和谈问题上奉行一种积极务实的政策：吸收新芬党参加和谈；主张有关解除准军事组织武装的谈判可以和多党会谈同时举行，而不以事先交出武器为先决条件；注意同爱尔兰政府相互协调，兼顾各方的利益与愿望，寻求利益的平衡点。这样就推动了北爱的和谈进程迅速走出了死胡同。就爱尔兰而言，自从爱尔兰加入欧共体以来，不仅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增强了自信心。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两国政府认识到，北爱问题不单纯是英爱之间的主权争端，更主要的是生活在这一地区内的两部分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的居民之间的权益分配问题。这样就使英爱两国政府把北爱问题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而共和党人伯蒂·埃亨领导的中右联盟在1997年6月爱尔兰大选中获胜，则为英爱之间就北爱主权问题达成谅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埃亨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领导的共和党植根于共和主义的政治原则，在政治上同新芬党相近。人们认为他是提出修改爱尔兰宪法最适当的人选，因为公众不会怀疑他对共和主义的忠诚，修宪提案容易得到多数居民的支持。

美国政府在北爱和平进程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由于历史和血缘关系，美国国内对北爱尔兰的历史命运一直十分关注。美国国内存在许多声援、资助北爱的基金会和院外活动组织。爱尔兰裔移民成为美国政坛上各方竞相争取的一支重要力量。克林顿上台后频繁介入北爱事务，或多次派“和平使团”或亲自前往爱尔兰和北爱访问，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对推动北爱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上述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作用下，英爱两国政府和北爱有关各方终于在1998年4月10日达成了关于北爱政治前途的和平协议。

第四节 英美特殊关系的变化

英美特殊关系在丘吉尔战后提出的“三环外交”中被视为英国外交的基石和政策重点。战后以来，历届英国政府几乎都把英美特殊关系作为英国对外关系的支柱。冷战后，随着英国力量和影响的进一步削弱，它对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其欧洲政策的作用明显下降。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遭到更为严重的削弱，它实际上已被“共同起领导作用”的美德伙伴关系或者更为广泛的欧美特殊关系所取代。尽管如此，作为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仍将维系下去。从美国方面来说，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和摩擦上升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英国的帮助和支持来推行自己的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就英国而言，它不会放弃利用英美之间尚存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历史文化传统为自己谋取好处的传统方针。英国自认为处于一种能够影响大西洋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特殊地位，可以充当欧美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促进欧美关系的协调，从而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除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密切协调和相互借重之外，英、美在经济领域的紧密联系则是促使两国“亲密关系”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础。截至2008年，美国保持了英国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商品供应国的地位，分别占英国2008年出口总额的14.2%和进口的7.5%。英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357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为259亿美元。1997年英国向美国的投资几乎占欧盟国家对美投资总额的一半，比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还多。英国又是吸收美资最多的欧盟国家。1998年美国在欧盟国家投资共266亿英镑，其中在英国的投资为109亿英镑，占上述总额的40%。在美国不断加大对英投资的同时，美国各类专业银行也纷纷涌入英国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开设分支机构，使伦敦的美国银行居然比纽约还多，人称美国正在把英国变成它的银行。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两国经济交往的密切。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与紧密联系之外，两国相似的经济体制（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发展模式）和法律制度（英美法系）、相通的语言文化（英语）以及历史上存在的血缘亲情关系，也都是导致英美“亲密关系”得以长期保持和延续的重要因素。

一 梅杰主政时期的英美关系

近20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两国领导人的更替，英美关系也经历了程度不同的起伏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先后下台，以及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一代人随着老布什的下台离开政坛之后，有人曾预言英美特殊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当时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而英国还是以梅杰为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在执政，两国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曾呈现紧张状态。这里固然有执政党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曾提出向北爱尔兰派遣和平特使和重新考虑安理会成员国问题。英国对此深感不快和忧虑，认为前者是对英国内政的干涉，而后者意在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从而有可能危及英国的大国地位。在对前南斯拉夫危机进行干预的问题上，英美两国也一再发生矛盾和争吵。英国反对美国有关北约直接介入和偏袒波黑穆斯林族的立场，担心干预会危及在波黑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英国士兵的生命安全。本来，冷战年代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英美之间发生矛盾和分歧也是常事，不过在联合对付苏联“威胁”的前提下，两国通常能够通过磋商做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然而随着冷战的终结，两国失去了共同的对手，英美特殊关系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根据。因此两国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以往的磋商制度也松弛下来。加之冷战后英国在美国的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显著减弱，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关系变得日趋冷淡，并不时呈现紧张状态。

二 工党政府统治时期英美关系的改善

工党政府上台执政以后，英美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和加强。布莱尔与克林顿之间存在的良好个人关系，固然有助于修补梅杰主政时期不时呈现紧张状态的两国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协调一致或近似的政策立场。布莱尔和克林顿都强调，加强英美关系与英国谋求在欧洲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不矛盾。英国领导人声称，除非英国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并在那里发挥更大的影响，否则它就不会受到美国的重视，英美双边关系也就不会变得更强有力。工党政府表示它将为建设一个以北约为中心的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而努力，强调在北约的框架之内加强欧洲防务支柱，发展欧洲防务特性，重视维护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并将积极推动北约和欧盟的东扩进程。布莱尔与克林顿在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实现历史性突破方面所作的共同努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美关系往往在危机时刻会显得更为“特殊”，彼此都会寻求对方给予帮助和支持。这在海湾战争、“沙漠之狐”行动以及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以科索沃战争为例，自科索沃危机爆发以来，布莱尔和英国工党政府一直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最忠实的伙伴，甚至在某些方面起着“推动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危机前期，英国外交大臣参与主持了朗布伊埃谈判。在1999年3月24日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后，英国不仅积极为北约提供军事力量，而且它所提出的军事行动方案及其所提供的情报，在空袭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始终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强硬立场。在争取派遣和使用地面部队方面，英国最为积极。布莱尔曾为此广为游说，并于1999年4月22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提出了他关于“主权不及人权重要”的新干涉主义理论。

三 布莱尔的“枢纽外交”

一般讲，各国领导人之间私交的深浅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异同，对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常把英美特殊关系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战时的密切合作，麦克米伦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之间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布莱尔与克林顿个人关系的亲密和融洽，曾被看成是导致传统的英美伙伴关系“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二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方面非常接近，曾声称要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一场新的“中左运动”，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寻求某种“第三条道路”，共同致力于推广英美近年来“成功的”现代化经验。因此当2001年初克林顿总统下台，而与英国工党意识形态有重要差别、被称为“十足”保守的共和党人小布什出掌美国总统职位的时候，大西洋两边的不少人士就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能否维系下去的问题。但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领导人之间的好恶最终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转移。所以小布什还没有入主白宫，英国政府就急着表白英美特殊关系不会受总统更迭的影响。克林顿总统卸任前也预言，英美关系并不会因为他个人的下台而“人走茶凉”。英国工党政府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急切愿望。从美国方面来说，为实现其战略目标则仍需借重英国。

布莱尔与布什的个人关系原本并不密切，2001年的“9·11”事件为两国关系的骤然升温提供了适当的机遇。这一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撼和冲击。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危难时刻为其提供了全力的支援和帮助。英国是唯一派遣武装部队同美国一起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直接实施军事打击的国家。布莱尔不仅同布什保持频繁的热线联系，为其出谋划策；而且为组建和巩固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说。“9·11”事件后，布莱尔的外交日程比布什还要忙。媒体谐称，在“9·11”后的几个月内，布莱尔环球飞行的强度几乎超过了航空小姐。布莱尔的行动感动得布什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再也没有比英国更好的朋友了。”

布莱尔之所以在反恐战争的复杂背景下进行频繁的外交斡旋，一是为英国，二是为美国，可谓一箭双雕。布莱尔试图借反恐战争导致的大国关系变化，推行英国外交的“新思维”即“枢纽外交”。2002年初，当布莱尔访问印度时曾在班加罗尔由印度工业家协会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英国虽然失去了大英帝国，但却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英国可以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轴心”或“枢纽”的作用。他声称“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当中，英国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我们已经没有了帝国，我们也不再是超级大国。但英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他认为，英国可以利用其历史、地理和语言优势，以及英国与美国、欧盟、英联邦的独特联系，还有英国在北约、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轴心作用”。总之，英国虽然已无可挽回地沦为一个只具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其民族利益和政策重点主要在欧洲，但昔日的大帝国并不甘心把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欧洲。英国试图借重英美特殊关系以及英国广泛的国际联系，重新塑造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使英国再次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核心”或“枢纽”国家。

布莱尔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的确在国际舞台上提升了英国的形象，一时间，伦敦似乎突然又成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纷至沓来，涌向唐宁街10号。这让醉心于重振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英国领导人惊喜，似乎英国在世界上的确发挥了“超出其实力和分量”的作用和影响。不过，一个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以其实力为后盾的。英国统治集团希望借重英美特殊关系以及广泛的国际联系，重振其大国地位和影响的政策运用得当，固然可以增加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和影响；但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两面不讨好，尤其会危及它同欧盟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热衷于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小布什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只考虑美国的利益一意孤行，坚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拒不签署生化武器条约和控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单方面对进口钢铁产品提高关税，甚至抛出“邪恶轴心论”任意扩大反恐范围……美国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导致美欧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如果继续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一则将会损害自身的形象，从而削弱英国作为世界事务中一支独立势力的地位，而且会被其他欧洲国家视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二则它也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有可能成为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的一种制约因素。布莱尔提出的要使英国成为欧盟“领导性伙伴”的目标也难以达到。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方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2003年3月小布什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为借口，不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此举遭到包括德法等诸多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欧美关系一时跌入低谷。而布莱尔政府却追随美国派兵参与了伊拉克战争。布莱尔声称英国的对伊政策还是有别于美国的，他希望在欧美之间扮演一个搭桥者和调解人角色：既要向欧洲兜售美国的主张，又想缓和与软化美国立场的强硬程度，以便使美国的作为能够被欧洲所认可。但事态的发展表明，布莱尔作为“掮客”的活动收效甚微。美国当局难以真正听进别人的意见，倒是布莱尔实际上常常被小布什牵着鼻子走，到头来成为美国战略利益的殉葬者和牺牲品。看来如何定位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恰当地处理英国同美、欧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使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的同时又保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是英国外交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而又难以回避的课题。

第五节 同英联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积极寻求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加强英国的利益与影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英国在经济上是一个外向型国家，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该国政治领导人强调，英国的利益遍及全球，它应该有一项全球性的外交政策。20世纪末期在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扩大英国政策的重点范围，提出不应该像过去30年来那样过于集中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欧共体的内部运作方面，而应更多地注意包括某些英联邦国家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显著发展的国家和地区。

一 重视同亚洲国家发展伙伴关系

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卷入亚洲事务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甚至在完成从殖民地撤退以后，英国仍在这里保有相当广泛的存在。当今亚洲的崛起和东亚经济的增长，为英国在商业及更广泛的全球事务中同亚洲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梅杰早在1993年就曾指出，东亚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动力源的崛起，意味着有很多机会应该抓住。布莱尔则声称，在他出任首相10天之前，就已发誓要将亚洲置于新工党政府外交议程上的首要位置。英国工业联合会199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反映出这种观点。报告指出，促进制造业出口可以使收入增加并保障下一代英国人的福祉，而获致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便是设法渗透进快速成长的亚太经济。英国希望利用它与这一地区的传统联系谋求更多的经济实惠，推进它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影响。英国是欧洲各国在亚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又是亚洲国家在欧洲投资的首选地。在贸易方面，英国在服务领域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在欧洲国家中居首位。除一般贸易外，它在军售方面也有重要利益。在东盟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和日本购进的武器中，从陆军主战车到海军舰艇、空军飞机，英国都是主要的供应商之一。英国在积极推进商业联系的同时，也不放过在文化、政治和军事领域增加自身影响的任何机会。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网积极促进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在亚洲的传播。英国十分重视它同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的五国防务协定。它在文莱保有驻军，同东盟中的6个国家定有防务协议。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英国海军与菲律宾海军曾在菲律宾周围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英国还谋求以单一国家的身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所有这些表明英国期望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英国于1998年4月在伦敦主办了第二次亚欧会议，被认为是亚欧国家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有助于加强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

二 英国与英联邦

英联邦曾是丘吉尔在二战后提出“三环外交”的依据及政策重点之一。随着英联邦的衰落和英国外交重点向欧洲转移，英联邦在英国外交中的意义与作用显著下降，英联邦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多年来，英联邦一直被其主要成员国，特别是英国用来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外交目标的工具，其主要活动集中在“高政治”领域。但是随着英联邦内部矛盾和分歧的加剧，英联邦已难以再作为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英国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急剧下降。英联邦在“高政治”领域的职能，有的实际上已经中止，有的则被严重削弱。于是基于感情文化方面的传统联系，则成为维系英联邦的重要纽带。英联邦秘书处取代英国外交部成为英联邦国家间政策协调与日常联系的中间环节。以英联邦秘书处为中心的英联邦内部多边合作网络迅速发展起来（如英联邦范围内的各种协会、研究会、职业联合会、图书馆和大学交流项目，4年一度的英联邦运动会，以及官方和民间在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领域举办的各种合作项目等）。在“高政治”的英联邦日趋衰落过程中，人们不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英联邦联系在英国当今外交中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作用吗？

首先，应该正视，英联邦现在只处于英国利益的边缘地带。无论就安全还是经济利益而言，英国同欧洲和美国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英联邦与它们相比，已不再属于与英国民族利益最为攸关的地区。然而，尽管英国公众对英联邦的兴趣日益下降，但历届英国政府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都不愿意完全放弃与英联邦的联系。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尽管先后顺序有所调整，但与英国利害相关的“三环”依然客观存在。英国的对外贸易、投资格局是全球性的，其中英联邦国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联邦目前拥有54个成员国，
 
[1]

 囊括了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约占世界民族国家总数的1/4），其人口占世界居民总数的差不多1/3。使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集团尽量保持稳定和繁荣，显然是符合英国的商业和投资利益的。在确保英国在欧洲的“中心”地位以及它与美国特殊关系优先的前提下，继续保持英联邦的联系会使英国和与其利益相关的“三环”之间的关系更加完满，能够给英国带来实际的利益。

其次，英联邦的联系有助于加强和促进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英联邦作为英国与其前殖民地、附属国联系的一种形式，为其提供了一个同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广大国家联系的桥梁。英联邦作为国际对话的渠道与论坛，有助于增进英联邦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它们去寻求利益的汇合点，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小国可以通过它倾诉自己的不满和要求，大国可以通过它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从而为增进国际谅解和稳定国际局势作出贡献。特别是在当代南北问题十分突出，英联邦既包含有发达国家，又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在南北对话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英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如果对头，是可以在为改进南北关系、解决当代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和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英联邦对于英国来说仍不失为一笔重要的政治资产。

英国领导人在后冷战年代十分重视利用英联邦联系来推进英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和影响。尽管随着英联邦秘书处的建立，英国在英联邦中的支配地位已经丧失，不过英联邦中其他任何国家也还很难完全取代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英国女王是英联邦联合的象征，她还是英国和其他15个英联邦国家的元首。英联邦秘书处设在伦敦。目前英国政府负担英联邦秘书处经费总额的约30%，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英联邦国家所承担的份额。英联邦国家仍属英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场所（尽管其地位和重要性较过去已大大下降）。前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里夫金德曾指出，在亚洲以及更广泛的范围内，英国应该利用英联邦这一无价之宝。英联邦通过它所体现的历史联系和共同法律框架，可以为英国提供一种进入五大洲国家的独特通道。英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市场上所占有的巨大份额表明，它能够从这些联系中获取好处。英国的双边对外援助更是主要集中在英联邦国家。据统计，英国海外援助中约56%是提供给英联邦中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种援助也给英国带来了好处，它不仅促进了英国商品和劳务的输出，而且在英联邦联系日益松弛、英国在英联邦中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弱的情况下，经济援助已成为维护英国在英联邦中地位和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英国政府还竭力利用英联邦作为推广其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观的工具。工党政府把主办1997年10月在爱丁堡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作为它当政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布莱尔在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宣称要使英联邦成为21世纪“民主和经济自由”的联合体。会议通过的《爱丁堡经济宣言》，表示支持能与社会正义保持平衡的自由化和自由贸易原则，鼓吹英联邦应在有争议的全球性问题达成国际共识方面发挥作用。1999年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后，英国政府又试图通过改革英联邦的功能，加强英国对英联邦的引导作用，强调以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作为英联邦国家共同遵守的准则，促使英联邦国家在消除贫穷、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上通力合作。2000年5月西非的英联邦国家塞拉利昂爆发内战，英国立即派出1600名伞兵和海军陆战队执行维和任务。英国的干预行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和撤回侨民，但也是为了在国际安全领域显示英国的“新干涉主义”战略。它表明英国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世界强国”将积极介入世界热点地区，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的英联邦国家发挥“主导”作用。

第六节 对华关系

一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以自己的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从那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时间内，英中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虽在口头上表示对中国内战持“中立”和“不干涉”态度，但实际奉行的是支持和袒护国民党政权的政策。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前景日益明朗，蒋介石政权失败的命运已经确定无疑，英国公众和在华拥有重要利益的实业界人士，强烈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中止了它同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但在随后进行的建交谈判中，由于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难以达成协议，致使英中两国没能立即建交。不过，1954年为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国家外长会议，为中英关系出现突破提供了机会。出席会议的中英外长周恩来和艾登在会外举行的会晤中达成了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代办处的谅解。

二 走向关系正常化

中英达成互设代办处的协议尽管是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的一个突破，但直到1972年以前，两国的关系一直停留在半外交关系的水平上。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处于中美之间的英国在对华关系上无法摆脱美国的阴影，使其政策充满矛盾和两面性。英国既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又不想冒犯美国，试图在两者之间玩弄平衡；但在一些涉及西方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又要同美国保持一致。例如，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1961年12月英国在联合国首次投票中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又附和美国，同意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需要2/3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继续支持美国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的大门之外。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所造成的障碍尤为严重，它的基本立场是：英美联盟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既然美国对保卫台湾国民党政权承担义务，那么为了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英国就必须使任何解决办法都把台湾作为一个实体同大陆分割开来，这就决定了英国的态度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是在60年代以后，美中之间客观的战略关系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新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仅没有被美国的包围和封锁扼杀在摇篮里，而且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60年代前后中苏之间出现的冲突、摩擦和对抗，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机会。美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增添自己与苏联抗衡的砝码。而中国在面临北方威胁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也在积极寻求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以利于抗衡苏联。相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对手使中美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以及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英两国政府于70年代初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会谈。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和反复磋商，终于达成了实现中英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公报。公报宣布，两国决定从1972年3月13日起把彼此驻在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政府表示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份的立场，决定撤销它驻在台湾的正式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国方面表示赞赏英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之后，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在英国下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北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坚持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观点，这一看法至今未变。我们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这样，持续达22年之久的中英关系不正常的状况终于结束。

三 香港问题的解决

中英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之间剩下的唯一重要历史遗留问题就是香港问题。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问题是由英国在19世纪强加给中国清朝政府的3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的日渐逼近，香港的前途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她时表示，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双方同意就香港前途问题举行会谈。中英两国代表团经过历时两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这个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同年12月19日《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1985年5月27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无疑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中英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高层互访，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突破。但是在1989年之后，中英双方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彭定康1992年出任香港总督后，在没有同中国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抛出了香港“宪制改革方案”。这一行动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背离了与香港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同中英之间已达成的协议与谅解精神背道而驰，改变了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同中国合作的政策。英国这样做是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西方某些人士期待中国也会步其后尘。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转而对中国采取不友好乃至对抗的方针，试图运用港人的“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施压，通过加快“香港民主化进程”，做那些英国在1982～1984年谈判期间未能办到的事。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不仅顶住了西方的压力，而且政局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些西方大国看好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及其巨大的潜在市场，争先恐后地寻求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以争夺中国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和实惠，而英国在这方面却处于一种被动而孤立的境地。因此，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还在梅杰主政的后期，英国政府就开始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梅杰政府为确保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实现“体面”撤退，加强了同中国的磋商和合作。工党在1997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后，布莱尔政府表示保证香港政权的顺利移交是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7月1日布莱尔首相出席了香港政权的移交仪式，并利用这一机会同中国领导人举行首次高峰会谈。双方表示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共同缔造一种健康而富建设性的中英关系。

四 近年来的中英关系

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为中英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提供了机遇。正像时任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的库克所期望的那样，香港问题不再是中英之间的障碍，而变成双方发展密切合作关系的桥梁。以香港的回归为契机，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贸关系稳步发展
 首先，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有了迅速而稳步的发展。中英新型伙伴关系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是双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共同利益。对英国来说，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英国企业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布莱尔认为，就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投资、贸易及服务的发展而言，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东亚国家。从中方来说，中国政府对发展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一直持积极态度。英国在交通、能源、环保、电信、化工、机械制造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都具有优势，拥有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正是中国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倚重和借鉴的。中英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两国贸易额近十年来持续快速增长。1992年双边贸易额为19.37亿美元，1996年突破50亿美元，2007年达到394.3亿美元。英国已上升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英国对华投资持续居欧盟国家之首，截至2008年9月，累计投资项目达6016个，实际使用金额153.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目前中国（不含香港地区）在英投资的企业已超过350家。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有68家。中国7大银行都在英国设有分支机构。


中英全面伙伴关系的确立
 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为中英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中英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全面合作已成为两国新型伙伴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1998年4月和10月，朱镕基总理和布莱尔首相先后进行了政府首脑级互访。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英国，实现了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元首对英国的首次访问。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又分别于2002年5月和2001年10月对英国进行访问。而1998年一年之内，英国就有6位内阁级大臣（含首相在内）访问了中国。中英两国不仅建立了两国外交部之间的定期磋商制度，确立了中英贸易联委会机制和两国财政金融对话机制，还专门设立了非政府高层接触的“中英论坛”，作为对官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补充。两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的频繁互访与各种磋商机制的确立，表明中英两国对各自和对方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共同利益已有了明确而清醒的认知。2004年中英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英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责任。就英国来说，搞好同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关系，不仅直接涉及英国重要的经济利益，而且对维护和加强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也意义重大。英国一些政治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进展所具有的全球性意义，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市场，而且是21世纪全球性大国中间的一个，它将越来越多地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英国要想在欧洲乃至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应该借助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中英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至于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后，英国虽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削弱，但由于它在世界上还保有广泛的联系，在国际舞台上仍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争取同英国搞好关系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目标。通过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带动中国同欧盟以及整个西方关系的发展，显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例如，1998年上半年英国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它为推进欧盟同中国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倡议在伦敦召开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举行首次欧盟—中国首脑级会晤并使其机制化，把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正式提升到欧盟与其他大国之间相同的等级和层面。（2）英国和欧盟决定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或支持有关中国人权的提案，并同中国就人权问题建立专门的对话机制，改变了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公开对抗的局面。（3）欧盟决定不再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有利于欧中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当年10月，布莱尔访华时公开声明，他的目标是使英国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的朋友”。

随着中英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在科教、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了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协调，两国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势头。中国司法部与英国司法部门之间、中国劳动部与英国工会之间、两国教育机构以及军事部门之间等，都开展了非常务实的合作和交流。例如，中英两国的司法机构联合举办了“模拟法庭”，中国每年都派少量的法官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接受培训。中国方面对英国的金融监管和社会保障制度也很感兴趣，伦敦大学与中国银行之间已开始了有关的合作。2001年11月中英有关部门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与贫困救助项目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714.9万英镑的赠款用于上述项目的实施，选择在沈阳、成都和另外一个西部城市进行试点，其总体目标是通过提高卫生服务来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近年来中国赴英留学生人数猛增，1998年中国赴英留学的各类人员约6000人，2001年已达到1.7万人左右，而且留学生的层次越来越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占很大比例。另外，中国海军舰艇“深圳号”于2001年10月对英国著名海港朴茨茅斯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增进了中英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

近年来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也呈强劲发展势头。有的英国中学在外语教学中将汉语普通话列为必修课。2002年英国政府计划在5年内每年出资42万英镑，资助数百所小学开设中文课程。另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英国各大风景名胜区开始纷纷使用中文说明，一些主题公园还设有与中国有关的娱乐项目。每到春节，旅英华人都举行盛大的新春庆祝活动。伦敦市政府还宣布，从2002年开始，中国春节成为英国一个重要的国际节日。


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香港回归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问题已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过，由于中英在香港都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香港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两国共同关心的，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符合中英双方的共同利益。

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度开放的自由港地位，经过几代港人的辛勤努力已发展成为世界的贸易、航运、金融和信息中心之一。目前，有2500多家海外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290多家公司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全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有85家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其中90%在香港设有分行。1997年香港以397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额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实体，它的集装箱吞吐量和空运货物处理量均居世界第一。香港已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英国在香港拥有重要的商业与投资利益。它每年对香港的出口约32亿英镑，远远超过对中国内地的出口，是英国在亚洲的第二大市场。英国在香港的直接和间接投资约有1130亿美元，每年都可以获得巨额回报。1995年英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净账面额达164亿美元，是香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英资财团在香港的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通信、公用事业、制造业和旅游业等领域的实力都很强。其中，汇丰银行吸纳了香港银行存款总额的40%，其税前利润连续数年居世界第一。而香港对欧洲的投资有80%都在英国，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香港不仅自身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而且还是英国通往中国内地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桥梁和重要门户。有1000多家英国公司利用香港作为其向中国内地拓展业务的基地。在香港回归后的10年中，英国与香港的贸易额占中英两国贸易总额的14%。

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香港是内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经香港转口的货物中90%都与内地有关。近年来香港经济转型，制造业大量向内地转移。截至1997年底，香港在内地实际投资接近1200亿美元，占中国内地实际引资的54%强。港资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显然，香港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事关重大，对英国的实际利益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确实是连接中英两国之间利益的中枢和桥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切实地执行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香港特区政府运转平稳。1998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东亚金融危机，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沉着应对，有效地保持了香港的社会经济稳定。香港回归以来的事态发展，消除了很多英国人当初对中国收回香港后能否保持其繁荣稳定的疑虑。英国外交部1998年初向议会递交的有关香港形势的报告称：“自去年7月以来的事态发展令我们感到放心，并使我们受到鼓舞”，从而为英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氛围。2002年6月下旬，在香港回归中国5周年前夕，布莱尔首相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祝贺，称赞香港在过去5年里继续保持繁荣。前港督彭定康在接见英国记者时说，中国政府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称香港这5年来的发展“相当不错”。2007年6月下旬，在英国外交部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的招待会上，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说：“最初大家对‘一国两制’能否运作还有疑虑，但香港10年来的发展给了人们一个肯定的回答——‘一国两制’运作非常好。”“香港的成功交接增强了英中两国的关系，双方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机制。”




 [1]
 截至2001年，英联邦的54个成员国是：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哈马，孟加拉，巴巴多斯，伯利兹，博茨瓦纳，文莱苏丹国，喀麦隆，加拿大，塞浦路斯，多米尼加，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印度，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莱索托，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南非，斯里兰卡，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乌干达，英国，瓦努阿图，赞比亚，津巴布韦。


再版修改后记

《列国志·英国》第一版于2003年10月面世，至今已经6年。这期间除2006年第2次印刷时做过少量文字修改外，基本内容一直没有改动。但是这些年来，无论是英国国内情况还是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此在此次再版之际，有必要就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事态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内容更新和补充。

这次修改补充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英国政局和国内政策沿革引发的一些事态变化。在《列国志·英国》成书之前，布莱尔宣扬的“第三条道路”正处于兴头之上，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此后十余年的社会实践表明，这一政策不仅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相当充分地暴露了其局限性和种种问题，而且布莱尔本人也已离开“英国首相”岗位。因此再版时，有必要对“英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做出更为准确全面的评价。这一点在“导言”中，以及在“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章节的相关部分都有所说明。

第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有关情况在第四章经济与社会生活部分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第三，英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英国同欧盟的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和英中关系，这些年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些在第七章对外关系和第四章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相关部分都作了说明和补充。

第四，有关英国经济、社会生活和其他人文状况的统计数据，依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及其他有关方面提供的最新资料，进行了尽可能普遍地更新或修改。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李靖堃博士在这次再版修改过程中作出很大贡献。她不仅提供了许多新的数据，还帮助对全书进行了文字修改。在此特别感谢。

王振华

2009年11月于北京家中


附录

一 英国历史上的君主

君主 王朝（王室） 在位时间

威塞克斯王国的国王：

埃格伯特 撒克逊 802～839

艾特尔伍尔夫 撒克逊 839～856/858

艾特尔鲍尔德 撒克逊 855/856～860

艾特尔伯赫特 撒克逊 860～865/866

艾特尔雷德一世 撒克逊 865/866～871

阿尔弗雷德大王 撒克逊 871～899

爱德华 撒克逊 899～924

英格兰的君主：

艾特尔斯坦 撒克逊 925～939

埃德蒙一世 撒克逊 939～946

伊德雷德 撒克逊 946～955

埃德威格 撒克逊 955～959

埃德加 撒克逊 959～975

爱德华 撒克逊 975～978

艾特尔雷德二世 撒克逊 978～1013

斯韦恩 丹麦 1013～1014

艾特尔雷德二世（复位） 撒克逊 1014～1016

埃德蒙二世 撒克逊 1016

克努特 丹麦 1016～1035

哈罗德一世 丹麦 1035～1040

哈迪克努特 丹麦 1040～1042

爱德华 撒克逊 1042～1066

君主 王朝（王室） 在位时间

哈罗德二世 撒克逊 1066

威廉一世（征服者） 诺 曼 1066～1087

威廉二世 诺 曼 1087～1100

亨利一世 诺 曼 1100～1135

斯蒂芬 布卢瓦 1135～1154

亨利二世 金雀花 1154～1189

理查一世 金雀花 1189～1199

约翰 金雀花 1199～1216

亨利三世 金雀花 1216～1272

爱德华一世 金雀花 1272～1307

爱德华二世 金雀花 1307～1327

爱德华三世 金雀花 1327～1377

理查二世 金雀花 1377～1399

亨利四世 金雀花：兰开斯特 1399～1413

亨利五世 金雀花：兰开斯特 1413～1422

亨利六世 金雀花：兰开斯特 1422～1461

爱德华四世 金雀花：约克 1461～1470

亨利六世（复位） 金雀花：兰开斯特 1470～1471

爱德华四世（复位） 金雀花：约克 1471～1483

爱德华五世 金雀花：约克 1483

理查三世 金雀花：约克 1483～1485

亨利七世 都 铎 1485～1509

亨利八世 都 铎 1509～1547

爱德华六世 都 铎 1547～1553

玛丽一世 都 铎 1553～1558

伊丽莎白一世 都 铎 1558～1603

苏格兰的君主：

肯尼思一世 843～858

唐纳德一世 858～862

康斯坦丁一世 862～877

艾德 877～878

伊奥蔡德和吉里克 878～889

唐纳德二世 889～900

康斯坦丁二世 900～943

马尔科姆一世 943～954

英道尔夫 954～962

君主 王朝（王室） 在位时间

达布 962～966

卡伦 966～971

肯尼思二世 971～995

康斯坦丁三世 995～997

肯尼思三世 997～1005

马尔科姆二世 1005～1034

邓肯一世 1034～1040

麦克佩斯 1040～1057

卢拉奇 1057～1058

马尔科姆三世 1058～1093

唐纳德·贝恩 1093～1094

邓肯二世 1093～1094

唐纳德·贝恩（复位） 1094～1097

埃德加 1097～1107

亚历山大一世 1107～1124

戴维一世 1124～1153

马尔科姆四世 1153～1165

威廉一世 1165～1214

亚历山大二世 1214～1249

亚历山大三世 1249～1286

玛格丽特 1286～1290

（空位） 1290～1292

巴利奥尔 1292～1296

（空位） 1296～1306

罗伯特一世 1306～1329

戴维二世 1329～1371

罗伯特二世 斯图亚特 1371～1390

罗伯特三世 斯图亚特 1390～1406

詹姆斯一世 斯图亚特 1406～1437

詹姆斯二世 斯图亚特 1437～1460

詹姆斯三世 斯图亚特 1460～1488

詹姆斯四世 斯图亚特 1488～1513

詹姆斯五世 斯图亚特 1513～1542

玛丽女王 斯图亚特 1542～1567

詹姆斯六世 斯图亚特 1567～1625

君主 王朝（王室） 在位时间

大不列颠及联合王国的君主：

詹姆斯一世（在苏格兰称詹姆 斯图亚特 1603～1625斯六世）

查理一世 斯图亚特 1625～1649

O.克伦威尔（护国公） 护国公制时期 1653～1658

R.克伦威尔（护国公） 护国公制时期 1658～1659

查理二世 斯图亚特 1660～1685

詹姆斯二世 斯图亚特 1685～1688

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奥兰治/斯图亚特 1689～1702

安尼 斯图亚特 1702～1714

乔治一世 汉诺威 1714～1727

乔治二世 汉诺威 1727～1760

乔治三世 汉诺威 1760～1820

乔治四世 汉诺威 1820～1830

威廉四世 汉诺威 1830～1837

维多利亚女王 汉诺威 1837～1901

爱德华七世 撒克斯—科堡—哥达 1901～1910

乔治五世 温 莎 1910～1936

爱德华八世 温 莎 1936

乔治六世 温 莎 1936～1952

伊丽莎白二世 温 莎 1952～

二 英国历届首相

首相 党派 任期

R.沃波尔 （1725年封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辉格党 1721～1742

1742年起封为奥福德伯爵）

S.康普顿 （威尔明顿伯爵） 辉格党 1742～1743

H.佩勒姆 辉格党 1743～1754

纽卡斯尔公爵 （第一次当政） 辉格党 1754～1756

德文希尔公爵 辉格党 1756～1757

纽卡斯尔公爵 （第二次当政） 辉格党 1757～1762

比特伯爵 1762～1763

G.格伦维尔 辉格党 1763～1765

首相 党派 任期

罗金厄姆侯爵 （第一次当政） 辉格党 1765～1766

W.皮特（老） （查塔姆伯爵） 1766～1768

格拉夫顿公爵 1768～1770

诺思勋爵 （1790年起封为吉尔福德伯爵） 托利党 1770～1782

罗金厄姆侯爵 （第二次当政） 辉格党 1782

谢尔本伯爵 （1784年起封为兰斯多恩侯爵） 1782～1783

波特兰公爵 （第一次当政） 1783

W.皮特（小） （第一次当政） 托利党 1783～1801

H.阿丁顿 （1805年起封为西德默斯子爵） 托利党 1801～1804

W.皮特（小） （第二次当政） 托利党 1804～1806

格伦维尔男爵 1806～1807

波特兰公爵 （第二次当政） 托利党 1807～1809

S.帕西瓦尔 托利党 1809～1812

利物浦伯爵 托利党 1812～1827

G.坎宁 托利党 1827

戈德里奇子爵 （1833年起封为里朋伯爵） 托利党 1827～1828

威灵顿公爵 （第一次当政） 托利党 1828～1830

格雷伯爵 辉格党 1830～1834

梅尔本子爵 （第一次当政） 辉格党 1834

威灵顿公爵 （第二次当政） 托利党 1834

R.皮尔男爵 （第一次当政） 保守党 1834～1835

梅尔本子爵 （第二次当政） 辉格党 1835～1841

R.皮尔男爵 （第二次当政） 保守党 1841～1846

J.罗素勋爵 （1861年起封为伯爵，第一次当政） 辉格党 1846～1852

德比伯爵 （第一次当政） 保守党 1852

阿伯丁伯爵 1852～1855

帕麦斯顿子爵 （第一次当政） 辉格党 1855～1858

德比伯爵 （第二次当政） 保守党 1858～1859

帕麦斯顿子爵 （第二次当政） 自由党 1859～1865

J.罗素伯爵 （第二次当政） 自由党 1865～1866

德比伯爵 （第三次当政） 保守党 1866～1868

B.迪斯雷里 （第一次当政） 保守党 1868

W.E.格莱斯顿 （第一次当政） 自由党 1868～1874

B.迪斯雷里 （1876年起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保守党 1874～1880第二次当政）

W.E.格莱斯顿 （第二次当政） 自由党 1880～1885

索尔兹伯里侯爵 （第一次当政） 保守党 1885～1886

W.E.格莱斯顿 （第三次当政） 自由党 1886

索尔兹伯里侯爵 （第二次当政） 保守党 1886～1892

W.E.格莱斯顿 （第四次当政） 自由党 1892～1894

罗斯伯里伯爵 自由党 1894～1895

索尔兹伯里侯爵 （第三次当政） 保守党 1895～1902

A.J.贝尔福 （1922年起封为贝尔福伯爵） 保守党 1902～1905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自由党 1905～1908

H.H.阿斯奎斯 （1925年起封为牛津阿斯奎斯伯爵） 自由党 1908～1916

B.劳合-乔治 （1945年起封为德威弗尔的 自由党 1916～1922劳合-乔治伯爵）

A.B.劳 保守党 1922～1923

S.鲍德温 （第一次当政） 保守党 1923～1924

J.R.麦克唐纳 （第一次当政） 工党 1924

S.鲍德温 （第二次当政） 保守党 1924～1929

J.R.麦克唐纳 （第二次当政） 工党 1929～1935

S.鲍德温 （第三次当政，1937年起封为 保守党 1935～1937

比尤德利的鲍德温伯爵）

A.N.张伯伦 保守党 1937～1940

W.L.S.丘吉尔 （第一次当政） 保守党 1940～1945

C.R.艾德礼 （1955年起封为艾德礼伯爵） 工党 1945～1951

W.L.S.丘吉尔 （第二次当政，1953年起封为 保守党 1951～1955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

R.A.艾登爵士 （1961年起封为埃文伯爵） 保守党 1955～1957

H.麦克米伦 （1984年起封为斯托克顿伯爵） 保守党 1957～1963

A.道格拉斯·霍姆 （1963年前为霍姆伯爵；保守党 1963～1964

1974年后称霍姆男爵）

H.威尔逊 （第一次当政） 工党 1964～1970

E.R.G.希思 保守党 1970～1974

H.威尔逊 （第二次当政） 工党 1974～1976

J.卡拉汗 工党 1976～1979

W.H.撒切尔夫人 保守党 1979～1990

J.梅杰 保守党 1990～1997

T.B.布莱尔 工党 1997～2007

G·布朗 工党 2007～2010

三 获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部分）名单

化学

1904 拉姆齐 （W. Ramsay）：研究空气中的惰性气体。

1908 卢瑟福 （E. Rutherford）：原子裂变和放射性物质的化学性质。

1921 索迪 （F. Soddy）：同位素研究。

1922 阿斯顿 （F. W. Aston）：同位素的质普测定。

1929 哈登 （A. Harden）：糖和发酵酶的发酵过程。

1937 霍沃思 （W. N. Haworth）：碳水化合物与抗坏血酸。

1947 罗宾森 （R. Robinson）：具有生态学重要性的植物制品（生物碱）。

1952 马丁 （A. J. P. Martin）、辛格 （R. L. M. Synge）：发明分光光谱的分析方法。

1956 欣谢尔伍德（C. N. Hinshelwood）：发现化学反应的机理。

1957 托德（A. R. Todd）：核苷酸与核苷酸辅酶。

1958 桑格（F. Sanger）：蛋白质特别是胰岛素的结构。

1962 佩鲁茨（M. Perutz）、肯德鲁（J. Kendrew）：球型蛋白质的结构。

1964 霍奇金（D. C. Hodgkin）：结晶法测定生化物质结构。

1967 诺里什（R. W. Norrish）、波特（G. Porter）：用超短脉冲能量研究快速化学反应。

1969 巴顿（D. H. R. Barton）：构象的概念与应用。

1973 威尔金森（G. Wilkinson）：有机金属夹层化合物。

1978 米切尔（P. Mitchell）：生物能量转移与化学渗透理论。

1980 桑格（F. Sanger）：核酸的碱基顺序。

1982 克鲁格（A. Klug）：晶体电子显微镜。

1996 克罗托（H. Kroto）：发现富勒分子的结构。

1997 沃尔克（J. E. Walker）：发现合成腺苷三磷酸（ATP）的酶机制。

1998 波普尔（J. Pople）：为观察活细胞或工业装置中的化学物质之间的反应建立了新的量子化学模式。

物理学

1904 斯特拉特，雷利勋爵（J. Strutt，Lord Rayleigh）：发现氩元素。

1906 汤姆森（J.J. Thomson）：气体放电。

1915 布雷格（W.H. Bragg）、布雷格（WL Bragg）：用X射线分析晶体结构。

1917 巴克拉（C.G. Barkla）：发现元素的X射线特征。

1927 威尔逊（C.T.R. Wilson）：发明威尔逊云室。

1928 理查森（O.W. Richardson）：热粒子现象及连带定律。

1933 迪拉克（P.A.M. Dirac）：量子力学。

1935 查德威克（J. Chadwick）：发现中子。

1937 汤姆森（G.P. Thomson）：晶体对电子的衍射。

1947 阿普尔顿（E.V. Appleton）：上层大气物理。

1948 布莱克特（P.M.S. Blackett）将威尔逊云室用于核物理及宇宙射线研究。

1950 鲍威尔（C.F. Powell）：将感光乳胶用于研究核过程、物理和宇宙射线。

1951 科克罗夫特（J.D. Cockcroft）：利用加速亚原子粒子研究原子核的嬗变。

1954 博恩（M. Born）：量子力学的波函数统计解释。

1971 加博（D. Gabor）：发明和开发全息照相术。

1973 约瑟夫（B.D. Joseph）：超导电流通过隧道栅格的理论。

1974 赖尔（M. Ryle）、休维希（A. Hewish）：发展射电天文学、孔径合成技术以及发现脉冲星。

1977 莫特（N.F. Mott）：磁及失谐体系的电子结构。

2003 安东尼·詹姆斯·莱格特：对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作出先驱性贡献。

生理学或医学

1902 罗斯（R.Ross）：安蚊属蚊子在传播疟疾方面的作用。

1922 希尔（A.V.Hill）：肌肉收缩时产生的热效应。

1929 霍普金斯（F.G.Hopkins）：发现微量物质（维生素）。

1932 谢林顿（C.S.Sherrington）和艾德里安（E.D.Adrian）：发现神经元的功能（神经细胞）。

1936 戴尔（H.H.Dale）：发现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

1945 弗莱明（A.Fleming）：发现青霉素及其对各种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作用。

1945 钱恩（E.B.Chain）和弗洛里（H.W.Florey）：将青霉素开发成抗菌素药物。

1953 克雷布斯（H.A.Krebs）：发现柠檬酸循环。

1960 梅达沃（P.B.Medawar）：发现获得性免疫耐受。

1962 克里克（F.C.Crick）和沃森（J.Watson）：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

1963 霍金（A.Hodgkin）和赫克斯利（A.F.Huxley）：发现神经细胞膜末梢与中枢部分兴奋抑制的离子机制。

1970 卡茨（B.Katz）：发现神经末梢体液递质的存储、释放、灭活的机制。

1972 波特（R.Porter）：抗体的化学结构。

1979 亨斯菲尔德（G.N.Hounsfield）：开发计算机辅助体层X线扫描技术（CAT）。

1982 万恩（J.R.Vane）：发现前列腺素及其相关的生物活性物质。

1984 米尔斯坦（C.Milstein）和霍勒（G.Kohler）：提出关于免疫系统发展调控特异性的理论，并且发现单克隆抗体产生的原理。

1988 布莱克（J.Black）：发现重要的药物治疗原理。

1993 罗伯茨（R.Roberts）：发现遗传物质的有关结构和功能，特别是DNA中携有遗传代码的控制单元之间带有非编码的排序物质。

2001 保罗·纳斯爵士和蒂莫西·亨特：发现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

2002 悉尼·布伦纳和约翰·苏尔斯顿：发现器官发育和细胞程序性死亡的遗传调控机理。

2003 彼得·曼斯菲尔德：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领域做出突破性成就。

2007 马丁·埃文斯爵士：在改造活体内特定基因的“基因靶向”技术等方面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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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王金标主编《跨世纪的欧洲》，时事出版社，1997。

王友平：《开创现代文明的帝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高英彤：《帝国夕阳——日渐衰微的不列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李云龙、王晓彬等：《走向21世纪的英国》，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

孙炳耀主编《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

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0。

王皖强：《现代英国大众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李常磊：《英美文化博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叶章蓉：《西欧军事安全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列国志》已出书书目


2003年度


《法国》，吴国庆编著

《荷兰》，张健雄编著

《印度》，孙士海、葛维钧主编

《突尼斯》，杨鲁萍、林庆春编著

《英国》，王振华编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黄振编著

《澳大利亚》，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编著

《波罗的海三国》，李兴汉编著

《古巴》，徐世澄编著

《乌克兰》，马贵友主编

《国际刑警组织》，卢国学编著


2004年度


《摩尔多瓦》，顾志红编著

《哈萨克斯坦》，赵常庆编著

《科特迪瓦》，张林初、于平安、王瑞华编著

《新加坡》，鲁虎编著

《尼泊尔》，王宏纬主编

《斯里兰卡》，王兰编著

《乌兹别克斯坦》，孙壮志、苏畅、吴宏伟编著

《哥伦比亚》，徐宝华编著

《肯尼亚》，高晋元编著

《智利》，王晓燕编著

《科威特》，王景祺编著

《巴西》，吕银春、周俊南编著

《贝宁》，张宏明编著

《美国》，杨会军编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王德迅、张金杰编著

《世界银行集团》，何曼青、马仁真编著

《阿尔巴尼亚》，马细谱、郑恩波编著

《马尔代夫》，朱在明主编

《老挝》，马树洪、方芸编著

《比利时》，马胜利编著

《不丹》，朱在明、唐明超、宋旭如编著

《刚果民主共和国》，李智彪编著

《巴基斯坦》，杨翠柏、刘成琼编著

《土库曼斯坦》，施玉宇编著

《捷克》，陈广嗣、姜琍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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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田禾、周方冶编著

《波兰》，高德平编著

《加拿大》，刘军编著

《刚果》，张象、车效梅编著

《越南》，徐绍丽、利国、张训常编著

《吉尔吉斯斯坦》，刘庚岑、徐小云编著

《文莱》，刘新生、潘正秀编著

《阿塞拜疆》，孙壮志、赵会荣、包毅、靳芳编著

《日本》，孙叔林、韩铁英主编

《几内亚》，吴清和编著

《白俄罗斯》，李允华、农雪梅编著

《俄罗斯》，潘德礼主编

《独联体（1991～2002）》，郑羽主编

《加蓬》，安春英编著

《格鲁吉亚》，苏畅主编

《玻利维亚》，曾昭耀编著

《巴拉圭》，杨建民编著

《乌拉圭》，贺双荣编著

《柬埔寨》，李晨阳、瞿健文、卢光盛、韦德星编著

《委内瑞拉》，焦震衡编著

《卢森堡》，彭姝祎编著

《阿根廷》，宋晓平编著

《伊朗》，张铁伟编著

《缅甸》，贺圣达、李晨阳编著

《亚美尼亚》，施玉宇、高歌、王鸣野编著

《韩国》，董向荣编著


2006年度


《联合国》，李东燕编著

《塞尔维亚和黑山》，章永勇编著

《埃及》，杨灏城、许林根编著

《利比里亚》，李文刚编著

《罗马尼亚》，李秀环编著

《瑞士》，任丁秋、杨解朴等编著

《印度尼西亚》，王受业、梁敏和、刘新生编著

《葡萄牙》，李靖堃编著

《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钟伟云编著

《阿尔及利亚》，赵慧杰编著

《新西兰》，王章辉编著

《保加利亚》，张颖编著

《塔吉克斯坦》，刘启芸编著

《莱索托 斯威士兰》，陈晓红编著

《斯洛文尼亚》，汪丽敏编著

《欧洲联盟》，张健雄编著

《丹麦》，王鹤编著

《索马里 吉布提》，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编著

《尼日尔》，彭坤元编著

《马里》，张忠祥编著

《斯洛伐克》，姜琍编著

《马拉维》，夏新华、顾荣新编著

《约旦》，唐志超编著

《安哥拉》，刘海方编著

《匈牙利》，李丹琳编著

《秘鲁》，白凤森编著


2007年度


《利比亚》，潘蓓英编著

《博茨瓦纳》，徐人龙编著

《塞内加尔 冈比亚》，张象、贾锡萍、邢富华编著

《瑞典》，梁光严编著

《冰岛》，刘立群编著

《德国》，顾俊礼编著

《阿富汗》，王凤编著

《菲律宾》，马燕冰、黄莺编著

《赤道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佛得角》，李广一主编

《黎巴嫩》，徐心辉编著

《爱尔兰》，王振华、陈志瑞、李靖堃编著

《伊拉克》，刘月琴编著

《克罗地亚》，左娅编著

《西班牙》，张敏编著

《圭亚那》，吴德明编著

《厄瓜多尔》，张颖、宋晓平编著

《挪威》，田德文编著

《蒙古》，郝时远、杜世伟编著


2008年度


《希腊》，宋晓敏编著

《芬兰》，王平贞、赵俊杰编著

《摩洛哥》，肖克编著

《毛里塔尼亚 西撒哈拉》，李广一主编

《苏里南》，吴德明编著

《苏丹》，刘鸿武、姜恒昆编著

《马耳他》，蔡雅洁编著

《坦桑尼亚》，裴善勤编著

《奥地利》，孙莹炜编著

《叙利亚》，高光福、马学清编著


2009年度


《中非 乍得》，汪勤梅编著

《尼加拉瓜 巴拿马》，汤小棣、张凡编著

《海地 多米尼加》，赵重阳、范蕾编著

《巴林》，韩志斌编著

《卡塔尔》，孙培德、史菊琴编著

《也门》，林庆春、杨鲁萍编著


2010年度


《阿曼》，仝菲、韩志斌编著

《华沙条约组织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李锐、吴伟、金哲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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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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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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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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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尔尼宫（列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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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胜利日，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与总统卫戍团的官兵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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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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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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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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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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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钟楼

[image: ]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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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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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河上的彼得大帝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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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诗人普希金雕像

[image: ]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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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兹达里·木建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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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彼得大帝塑像（青铜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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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航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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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郊外的沙皇行宫——叶卡捷琳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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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郊外的沙皇行宫——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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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十月革命指挥部，现为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详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约计150卷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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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我国的北方有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俄罗斯，中俄两国的共同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对我国来说，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漫长的历史交往中，既有恩怨，更有相互理解与合作。近代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俄国（苏俄、苏联）那样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清政府与包括沙俄政府在内的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是历史事实，自不必细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革命者的追求，“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成为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制定的进步政策。在推翻三座大山，寻求民族振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期间，中国人民都曾得到过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保尔·柯察金、夏伯阳（恰巴耶夫）、丹娘、马特洛索夫等等一大批苏联英雄人物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献身革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两国关系中也曾出现过波折，但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意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发生剧变并于1991年底解体，一个新的国家——俄罗斯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人民始终对这个伟大的邻国给予极大的关注，我们的这本书正是试图满足我国国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了解俄罗斯的需要。

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本课题组接受了编写《列国志·俄罗斯》的任务，经过课题组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将这部专业工具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的编写工作遵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丛书编写工作会议制定的《〈列国志〉编写大纲》进行，只是根据俄罗斯的特殊情况，适当增加了演化过程的篇幅，以便读者对俄罗斯不同方面的变化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本书的大部分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有关军事方面的章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有关专家负责撰写。具体写作分工情况如下：

潘德礼：导言，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二章，第三章；

张红侠：第四章第一节、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六章第四节；

周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四章第八节；

陈学慧、陈建民、来斌、王凯：第五章；

庞大鹏：第四章第二节、第五节；

薛福岐：第四章第三节、第九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六节；

姜毅：第七章。

书中名胜照片均为薛福岐实地拍摄。

全书的修改、统稿任务由潘德礼负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得到了所科研处、图书馆、阅览室同志们的帮助，图书资料室副主任吴建军同志为课题组提供了大量资料并给予计算机技术支持，张森同志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十分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感谢他们对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大国，其国情和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十分复杂，加之近年来又经历了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权力体制、文化教育体制、军事建制以及外交政策等的巨大变化，而且在不少方面仍处于变化之中，从而为我们编写作为工具书的《列国志·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尽管我们作者集体在写作过程中已做了很大努力，尽可能采用最新资料准确地反映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但仍难免存在疏漏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潘德礼

2004年7月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领土面积1707.54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1.4%，是前苏联总面积的76.3%。它位于欧亚大陆的北部，北纬41°到北纬81°49′之间，俄罗斯北部领土36%在北极圈内。领土略呈长方形，包括欧洲的东半部和亚洲的北部，从最东端白令海峡的杰日尼奥夫角到最西端加里宁格勒州的波罗的海海岸，长约1万公里，横跨11个时区。

俄罗斯拥有漫长的疆界线，边界的东、北部是海疆，西、南部主要是陆界。总长度超过6万公里，其中海疆约占2/3，海岸线长4.3万公里，共与12个海相邻：北临北冰洋的巴伦支海、白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东濒太平洋的白令海、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濒大西洋的波罗的海、黑海和亚速海。俄罗斯的陆路边界约占其疆界的1/3，共与14个国家接壤：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蒙古、中国和朝鲜。此外，在东部还同日本和美国的阿拉斯加隔海相望。

俄罗斯联邦边界线总长度为60932.8公里，其中海界38807.5公里，陆界14509.3公里，江河界7141公里，湖泊界475公里。中俄边界线长达4300多公里，其中东部边界4280公里，西部边界54公里。

二 行政区划

1917年以前的沙皇俄国是个单一制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帝国，全国划分为几十个省，由沙皇及各边疆区军事行政长官直接管辖。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成立了以自治区为主体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根据1918年苏俄宪法，只有民族自治实体（以后发展成为三种形式的民族自治实体，包括民族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区）能够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联邦，而其他以俄罗斯人为主要居民而划分的州或边疆区则仍按单一制的原则由中央对其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1922年苏联成立后，俄联邦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盟，但内部仍保留了这种国家管理体制。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俄联邦实行的是两级行政区域的划分。两级行政区之间，以及不同民族自治实体之间在职权范围、法律地位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内的各行政区域、自治实体共同签订了《联邦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实体，各边疆区和州同为联邦主体，各主体在与中央的关系中权利平等。1993年12月12日，经全民投票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宪法确定了新的俄罗斯联邦体制。俄罗斯联邦共有89个行政主体，其中有21个共和国，10个自治区，1个自治州，2个联邦直辖市，6个边疆区和49个州。

21个共和国是：阿迪格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戈尔诺-阿尔泰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科米共和国、马里共和国、莫尔多瓦共和国、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

10个自治区是：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科里亚克自治区、涅涅茨自治区、泰梅尔（多尔干-涅涅茨）自治区、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楚科奇自治区、埃文基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1个民族自治州是：犹太自治州。

2个联邦直辖市是：首都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

6个边疆区是：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49个州是：阿穆尔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阿斯特拉罕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弗拉基米尔州、伏尔加格勒州、沃洛格达州、沃罗涅日州、伊万诺沃州、伊尔库茨克州、加里宁格勒州、卡卢加州、堪察加州、克麦罗沃州、基洛夫州、科斯特罗马州、库尔干州、库尔斯克州、列宁格勒州、利佩茨克州、马加丹州、莫斯科州、摩尔曼斯克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诺夫哥罗德州、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奥伦堡州、奥廖尔州、奔萨州、彼尔姆州、普斯科夫州、罗斯托夫州、梁赞州、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萨哈林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斯摩棱斯克州、坦波夫州、特维尔州、托木斯克州、图拉州、秋明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赤塔州、雅罗斯拉夫尔州。

普京执政期间随着联邦体制的改革，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俄罗斯联邦主体出现了合并的趋势：

2005年12月1日彼尔姆州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两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一个联邦主体——彼尔姆边疆区；

2007年1月1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泰梅尔自治区和埃文基自治区三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一个联邦主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2007年7月1日，堪察加州和科里亚克自治区两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一个联邦主体——堪察加边疆区；

2008年1月1日伊尔库茨克州和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两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一个联邦主体——伊尔库茨克州；

2008年3月1日赤塔州和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两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一个联邦主体——外贝加尔边疆区。

由此一来，截至2008年3月，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数量减少到83个，其中：

共和国21个（数量未变）；

自治区4个（原为10个）；

自治州1个（数量未变）；

联邦直辖市2个（数量未变）；

边疆区9个（原为6个）；

州46个（原为49个）。

三 地形特点

俄罗斯国土面积广阔，各种地形地貌均有。地形复杂多样，以平原为主，其中平原、低地和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60%，高原和山脉各占20%。俄罗斯境内地势东高西低，西部多为辽阔的平原。叶尼塞河以东大多是高原、山脉，叶尼塞河以西主要是平原。以乌拉尔山为界，大约分为东欧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两部分。东部多高原和山地，主要有中西伯利亚高原、南西伯利亚山地、东西伯利亚山地和远东山地。东欧平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著名平原，绝大部分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中西伯利亚高原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海拔500～1500米，为世界最大高原之一。俄罗斯欧洲领土大部分为东欧平原，乌拉尔以东为西西伯利亚平原，东南是阿尔泰山脉。俄罗斯山脉大部分布在边缘地区，可分为高加索山带、东部山带和斜交山带。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峰高达5642米，是欧亚两洲分界线的一部分。西伯利亚南部和东部及远东山地海拔1000～2000米。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有俄罗斯著名的中西伯利亚高原，北部为北西伯利亚低地。东部山带海拔4750米的克留赤夫火山是欧亚大陆最高的火山。山体不高的斜交山脉斜着纵贯俄罗斯东半部。

俄罗斯联邦境内自北向南为北极荒漠、冷土地带、草原地带、森林冻土地带、森林地带、森林草原地带、草原地带和半荒漠地带，而整个地势如梯形排列，从西往东逐渐升高。

俄罗斯联邦的地形平展辽阔，多平原和低地（占60%），少荒漠和高原，可耕地面积广大。平原大部分被森林覆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林业资源和陆地野生动植物资源。

俄罗斯高原和山脉的面积虽不大，但其间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藏资源，也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四 河流与湖泊

俄罗斯有许多著名河流和湖泊，沼泽广布，境内共有大小河流200多万条，总长度900多万公里，但其中绝大多数（占数量的99.9%，长度的90%以上）是长度不到100公里的河流。

叶尼塞河、勒拿河、鄂毕河（包括额尔齐斯河）和阿穆尔河是俄罗斯最大的河流。其中最长的河流是鄂毕河（包括额尔齐斯河），全长5410公里，流域面积242万平方公里。伏尔加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全长3690公里，流域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叶尼塞河的泄水量最大，年平均流量为1.94万立方米/秒，位列世界第五（前四位分别是亚马孙河、刚果河、恒河和长江）。

俄罗斯的河流分为外流河和内流河两类。绝大多数河流属外流河，分别注入黑海、波罗的海、北冰洋各海和太平洋，少数河流为内流河，注入里海。东欧平原中部的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丘陵、瓦尔代丘陵、北乌瓦累丘陵为俄罗斯欧洲地区河流的分水岭：以北的河流分别注入北冰洋和波罗的海，以南的河流分别注入黑海和里海。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河流分别注入北冰洋和太平洋各海。

根据水情，俄罗斯的河流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汛期在春季、汛期在暖季、洪水出现于全年。大部分河流属于第一类，其特点是每年由于平原的积雪融化重复出现春汛，夏季和冬季都是枯水期。属于第二类的是高加索的山区河流，这里的汛期出现于夏季。在夏季，高山积雪和冰川融解得最为强烈，还有远东的河流，这些河流的夏汛是由充沛的季风雨形成的，春汛因冬季雪少而不明显。这一类的河流冬季水少，有时一直冻到河底，尤其是在远东。高加索黑海沿岸的河流属于第三类，这里的河流有雨水补给，其特点是全年都会出现洪水状态。

俄罗斯的冬季气候非常寒冷，大部分河流在冬季都会封冻，时间为2～7个月不等。向北注入北冰洋和波罗的海的河流结冰期通常要长达5～7个月，而向南注入里海和黑海的河流结冰期则要短很多，为2～5个月。

俄罗斯境内湖泊众多，共有湖泊270多万个，总面积将近49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被视为内陆海的里海）。其中99%的湖泊是水面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水体，多半是沼泽内的水体。湖泊中共蓄积2.7万立方千米的水。贝加尔湖、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是俄罗斯的三大湖，它们蕴藏了俄罗斯89%的湖水。其中贝加尔湖是世界淡水容量最多和最深的湖，它位于西伯利亚地区靠近蒙古边境，容量达2.3万立方千米，占俄罗斯湖水总量的85%。

五 气候

俄罗斯国土面积广阔，气候复杂多样，处于多种气候带。由北往南从北寒带到亚热带，从西北端的海洋气候到西伯利亚的大陆性气候再到远东的信风气候。但大多数地区属温带和亚寒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夏季短促凉爽，春秋季节甚短。上扬斯克和奥伊米亚康两地的极端最低气温曾分别达-70℃和-71℃，成为北半球的“寒极”，7月平均气温从北向南逐渐升高，里海沿岸低地可超过25℃。1月份莫斯科的气温低于零下20℃是很平常的事，而西伯利亚的冬天却比想象的要冷得多。全年气温温差较大：1月份平均气温为-1～-50℃，7月份平均气温为1～25℃。

俄罗斯基本上属于北半球寒带、亚寒带、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根据大陆性程度的不同，以叶尼塞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分属于温和的大陆性气候，西伯利亚属强烈的大陆性气候，西北部沿海地区具有海洋性气候特征；远东太平洋沿岸则属季风性气候。不同的气候带在夏季温差尤其悬殊。

俄罗斯的年平均降水量为530毫米，山区的降水量相对较多，平原降水较少。北高加索地区的降水量居全国首位，达2500毫米。从俄罗斯平原到东西伯利亚，年降水量从500～700毫米降到200～300毫米。平原的中部地带，以北纬60°附近降水量为最大，往南降水量逐渐递减。冬季，俄罗斯全境普遍降雪，积雪期和积雪的厚度随纬度的不同而变化。在西伯利亚苔原北部，全年有260天积雪。

俄罗斯气候的多样性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东西及南北间的气候条件的差异十分明显。除了东欧平原的中部地区冬夏气温的差异比较适中外，其他地区大多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温暖而少雨，缺乏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必要湿度和温度。尤其是处于苔原与森林苔原中的多年冻土面积很大。多年冻土能使土壤温度降低，因而限制了一系列作物的栽培。在冻土上进行工程建设时，必须考虑到冻土有可能冻胀和出现沉陷。冻土解冻后，会沿山坡倾塌，在道路、桥梁等上面形成冰锥。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物

俄罗斯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量丰富，自给程度高。煤、铁矿、石油、天然气、铜资源等均居世界前列。仅西伯利亚能源储量就占世界储量的1/3，其中，西西伯利亚一地就有2000亿吨石油、40万亿立方米天然气（预测储量100万亿立方米）。煤预测储量5.3万亿吨，为地球预测资源的1/3，实际探明储量2020亿吨，仅次于美国（4450亿吨）、中国（2720亿吨），居世界第三位。铁矿石主要分布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商品铁矿石占世界14%。非金属和稀有金属矿藏也极为丰富，铬矿、锰矿、钛矿和铜矿，以及石棉、石墨、云母、菱镁矿、刚玉、冰洲石、宝石、金刚石的储量和产量都较大。钽、铌、稀土占世界储量10%～15%。黄金储量名列世界前茅，产量列世界第五位。宝石和金刚石的主要产地在雅库特共和国西部，储量居世界第一。钾盐储量与加拿大并列世界首位，钾盐产地遍布全国各地。

在俄罗斯内海和外海水域的大陆架和大陆坡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呈海滨小砂矿富集的矿物有：锡、钛、锆石等。

俄罗斯尚未开发的地下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西西伯利亚地区拥有大量的未开发的煤、铁矿石和天然气储藏。乌拉尔山区散布着绿宝石、红宝石、孔雀石、祖母绿和黄金矿藏。雅库特地区钻石储量丰富。

二 植物

俄罗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3.9%。森林覆盖面积达74900万公顷，约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5以上，各种植被种类繁多。

俄罗斯的高等植物显花植物、木贼纲、石松纲、真蕨纲植物有2.5万～3万种。还有遍布在森林、沼泽和苔原中的苔藓植物。远东地区的植物最丰富，共有1900～2000种。西伯利亚和北极岛屿的植物区系最贫乏，不超过100～150种。除此之外，在俄罗斯还有大量的藻类、地衣类和真菌类植物。

俄罗斯木材蓄积量占世界的1/4，仅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就达600亿立方米，居世界首位。西伯利亚、远东和欧洲部分的北部的森林最丰富。在俄罗斯的南部山区，植物种类繁多，植被分布的基本规律呈纬度走向。

茂密的森林带来了大量的副产品，如野生苹果、梨等水果，浆果（欧洲越桔、悬钩子等）和榛子、胡桃、松子等坚果。

俄罗斯濒临的各海含有丰富的水生植物，白海和巴伦支海中共有达200万吨的大型水生植物。亚速海和里海中发现有丝状藻类以及草类，资源总量超过1000万吨。在远东各海共有550种藻类和15种草类。某些藻类是提取琼脂、藻朊酸、碘以及海带的原料，也可用做饲料和肥料。

卫星遥感图显示的俄罗斯平原，特别是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自东向西被划分为四个植被区。其中的三个植被区极其富有特色，从它们的名称——冻原、针叶林和大草原——上就能了解它们的全貌了。第四个植被区是猎人赖以生存而农民却无法耕作的广袤的杂生森林区。

冻原是最北的地带，它的最北部在北极。那是一片寒冷、覆盖着白雪、没有生命的荒漠。稍往南，稀疏地生长着一些奇形怪状的树。由于树根无法穿透永久冻土层，所以它们的根都扎得很浅。春天，表层的雪融化时，苔藓和地衣开始生长，大地也被鲜亮而又耐寒的花朵所覆盖。晚春时节，候鸟飞来了，成群的动物——银狐、狼、雪貂和北极旅鼠，从南部森林地区来到这里。但当寒冬和黑暗再次降临时，整个冻原地带只有北极熊和海豹仍能在这里生存。

冻原紧临针叶林带。这是一个面积巨大得几乎无法穿越的地带，它占了世界森林面积的1/3。针叶林带大约有5000公里长，1000公里宽。被如此浓密的森林所隔绝，意味着在密林的最深处，雪几乎终年不化，永冻层终年留存。

大地被冰封起来的结果是，高高的云杉就好像醉汉一样倾斜着扎在薄薄的土壤表面。在这个树木的海洋里，树的种类繁多，因地而异，有松树，如落叶松。在南部与西伯利亚接壤处是典型的俄罗斯白桦树。这个黑暗的王国是以其毛皮傲视其他动物的黑貂、俄罗斯棕熊、山猫、西伯利亚麋鹿和马鹿的栖居地。夏天，黑压压的嗜血蚊子和小虫使得整个针叶林区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针叶林区逐渐地过渡到杂生林区。杂生林中生长着各色树种，如栎树、榛皮树、枫树等。在欧洲地区，为了发展农业，许多树被砍伐了。

杂生林区南部是相当狭长开阔的草场，这一地区以大草原而闻名于世，平坦的地势使它易于通行，因此成为游牧民族从亚洲到欧洲的主要通道。这里的土地平展，很容易就被冬季的微风和夏季的暴雨吹散和冲蚀。

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草原，由于羚羊被大量地猎杀和野马的灭绝，更平添了一种空旷荒凉的感觉。然而，巨大的草原猎鹰仍在天空中翱翔，在它的下面，各种各样的草原小动物如土拨鼠、五趾飞鼠和中国纹鼠依旧出没于茫茫大草原之中。

三 动物

俄罗斯的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上经济鱼类和狩猎动物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动物资源超过12万种，许多动物都很有经济价值。这使得俄罗斯的渔业、狩猎业、捕猎海兽业等产业都较为发达，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动物资源可分为有益动物资源和有害动物资源。除了直接的有益动物和有害动物外，还有间接有益于人的动物和间接有害于人的动物。最近几十年，由于人为的追捕和生存条件恶化，许多动物的分布区已缩小，有些动物已为数不多。

狩猎野兽、狩猎鸟类，以及经济鱼类、海兽、某些水生无脊椎动物等都属于有益动物。俄罗斯有近70种毛皮兽，主要有黑貂、松鼠、麝鼠、狐、北极狐，居次要地位的有鼹、松貂、白鼬、森林艾鼬、艾鼬、黄鼬、水貂、美洲水貂、水獭、棕熊、狼、貉、猞猁、兔、河狸、黄鼠。

俄罗斯境内约有100种狩猎鸟类。主要游禽有各种雁属和鸭属（如长尾鸭、眼眶绒鸭、斑背潜鸭、针尾鸭、绿头鸭、绿翅鸭、白眉鸭、瑟嘴鸭、赤颈鸭）。鸡形目鸟类有：雷鸟、苔原雷鸟、黑琴鸡、榛鸡、松鸡、细嘴松鸡和鹌鹑。

俄罗斯淡水动物丰富，种类繁多（仅鱼类有27科，301种）。淡水鱼的捕捞量仅为海鱼捕捞量的1/9，主要对象是密网鱼：大密网鱼——鲤科（圆腹雅罗鱼、鳊等）、梭鲈、狗鱼、江鳕；小密网鱼——大体上是鲤科（鲫、斜齿鳊、雅罗鱼）、淡水鲈、梅花鲈。鲟科占名贵鱼类的第一位，主要有：淡水鲑、红点鲑、哲罗鱼、白鲑类（欧白鲑、图贡白鲑、凹目白鲑、白鲑、高白鲑、宽鼻白鲑、目笋白鲑、柱白鲑）。

俄罗斯约有250种鱼具有经济价值。鳕科（狭鳕、鳕、黑线鳕、青鳕）和鲱科（鲱属、黍鲱属等）占捕鱼量中的主要部分，胡瓜鱼科（毛鳞鱼、胡瓜鱼属）、鲽科等起的作用稍小些。俄罗斯的鲟科资源占世界第一位，其种类繁多（13种：欧洲鳇、黑龙江鳇、鲟属中的5种、裸腹鲟、闪光鲟等）。鲑科鱼类中最重要的是太平洋鲑（红鳞大马哈鱼、大马哈鱼、红大马哈鱼、大鳞大马哈鱼等）。

无脊椎动物有甲壳纲的螃蟹，软体动物牡蛎、贻贝、扇贝、乌贼和棘皮动物海胆、海参等。用堪察加蟹制作的罐头约占全世界螃蟹罐头产量的80%。海洋哺乳动物有小鲤鲸、海豚、格陵兰海豹、海兔、海象、海狗、海狮等。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人口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3年10月28日公布了200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俄罗斯联邦有常住人口1.452亿，其中城市人口1.064亿，占73%，农村人口3880万，占27%。在世界各国人口数量排名中俄罗斯占第7位。与1989年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俄罗斯人口减少180万，其中城市居民减少160万，农村居民减少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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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很低，在整个20世纪居民人数大幅度减少的状况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1917～1920年居民减少了280万人。第二次是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战争造成的死亡以及生育能力下降，1940～1951年间居民减少了720万。第三次是在和平的90年代，即“改革”时期：以1992年为界，俄罗斯人口始终呈绝对减少或称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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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持续多年的负增长。1992年以来俄罗斯人口增长率如下：1992～1993年：-0.02%；1993～1994年：-0.2%；1994～1995年：0.1%；1995～1996年：-0.3%；1996～1997年：-0.4%；1997～1998年：-0.5%；1998～1999年：-0.3%；1999～2000年：-0.6%；2000～2001年：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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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域辽阔，人口平均密度很低，目前每平方公里仅8.43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人口分布极不平均，欧洲地区人口稠密，占全国人口78.5%，平均每平方公里34.4人；而且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央区、伏尔加河沿岸区、北高加索区和乌拉尔区，这四个区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3%，占全国总人口57.4%的居民居住在这些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地域辽阔，面积占全国总面积80.2%，却人口稀少，在这些地区居住的居民仅占全国人口21.5%，平均每平方公里2.32人，而且主要集中在南部铁路沿线地带。

在俄罗斯人口性别结构中，男性比重一直低于女性。多年保持着男性居民占总人口47%，女性占53%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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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02年1月1日不同年龄段性别比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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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

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境内有大小民族120多个。俄罗斯最近一次有关民族属性的居民登记是在1989年，根据这次登记资料统计，俄罗斯族人（русские）占总人口的81.5%，是绝对的多数，其他民族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人数较多的依次是：鞑靼人（татары）3.8%，乌克兰人（украинцы）3%，楚瓦什人（чуваши）1.2%，达吉斯坦各民族（народы Дагестана）1.2%［其中阿瓦尔人（аварцы）54.4万］，巴什基尔人（башкиры）0.9%，白俄罗斯人（белорусы）0.8%，莫尔多瓦人（мордва）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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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的89个联邦主体中，俄罗斯族人主要分布在欧洲部分的西北部和中部等按地域原则划分的49个州和6个边疆区，其他民族则大部分聚居在俄罗斯北部、南部及东部等以本民族名称命名的民族自治实体内，其中也有一些民族处于散居状态。但是，即使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实体内，俄罗斯族人仍占据着居民中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在10个民族专区中，俄罗斯族人分别占其人口总量的30%～70%；在21个共和国中分别占9%～80%，而在犹太自治州中俄罗斯族人竟占到83%。俄罗斯族人数量最少的联邦主体是达吉斯坦共和国，为9%。在21个共和国中，只有10个主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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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口多于俄罗斯人，其中车臣共和国内的车臣人（чеченцы）占共和国总人口的66%，卡尔梅克共和国内的卡尔梅克人（калмыки）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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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的莫尔多瓦人，68%的鞑靼人，49.6%的马里人（марийцы）居住在其联邦主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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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体民族和俄罗斯族人外，每个民族自治实体内部还有众多少数民族。西伯利亚、北高加索、远东地区为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其中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成分最为复杂，大约有40个民族生活在这一地区，使用上百种语言，有的少数民族的人口仅为几百人。以达吉斯坦共和国为例，在它境内就几乎聚集了几十个高加索的民族，这里有不同的语言、方言和宗教，成为少数民族的高密集区，也是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地区。

俄罗斯境内的120多个民族处于大民族与众多小民族混杂而居、个别民族聚集而居的状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的许多民族一时成为跨境而居民族。据统计，独联体其他国家主体民族（如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阿塞拜疆人等）在俄罗斯联邦的人数有700多万，而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族人大约有2500万人。这些跨境而居的民族在居住国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不仅有可能引起与其他民族的矛盾，而且有可能影响俄罗斯与这些居住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关跨境而居民族的问题已成为俄罗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 语言

俄罗斯境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目前，大约有130种语言，其中有近70种文学语言。

俄罗斯87.3%的居民的民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其中又分为：斯拉夫语族（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以及波兰语、保加利亚语，占85.4%），拉丁语族（摩尔多瓦语，占0.1%），波斯语族（塔吉克语、奥塞梯语、库尔德语、塔特语、俾路支语、帕米尔语，占0.3%），亚美尼亚语族（亚美尼亚语，占0.4%），日耳曼语族（犹太语、德语，占0.9%）和印度语族（茨冈语，占0.1%）等。有6.6%的居民的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又分为：突厥语族（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等，占6.3%），蒙古语族（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占0.3%）和通古斯满语族。有0.7%的居民的民族语言属于高加索语系（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有2.4%的居民的民族语言属于乌拉尔语系（莫尔多瓦语、马里语、科米语、卡累利阿语等）。此外，还有其他为数不多居民的民族语言分别属于古亚细亚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爱斯基摩语、阿留申语）、闪含语系（亚述语）和汉藏语系（东干语）。

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官方用语和各族人民进行民族交往最常用的语言。居住在俄罗斯的非俄罗斯族人大多数都将自己民族的语言视为母语，只有少部分人将俄语视为母语。生活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日耳曼人（немцы）、犹太人（евреи）、波兰人（поляки）、朝鲜人（корейцы）、希腊人（греки）、拉脱维亚人（латыши）、爱沙尼亚人（эстонцы）的大多数将俄语视为母语。在1989年居民登记时非俄罗斯族居民中27.6%的人（750万人）以俄语作为自己的母语。这些人被称为俄语居民，他们在文化关系方面与俄罗斯人没有多少差异。这些俄语居民的民族构成主要有乌克兰人（51.8%）、白俄罗斯人（18.6%）、犹太人（6.3%）、日耳曼人（4.9%）、鞑靼人（2.5%）、波兰人（2.2%）、摩尔多瓦人（1.7%）、亚美尼亚人（армяне）（1.6%）。根据1989年的统计，在俄罗斯包括占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内的所有俄语居民人数达1.27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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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宗教

俄罗斯联邦境内共有10余种宗教，主要有基督教（христианство）［包括东正教（православие）、天主教（католицизм）、新教（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三大教派］、伊斯兰教（ислам）、佛教（буддизм）、犹太教（иудаизм）、萨满教（шаманство）等。

古时候，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язычество），把所有自然现象解释为神的作用，祭祀恶神和善神。东正教在10世纪中叶由拜占庭传入基辅罗斯，公元99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率先受洗加入东正教，并宣布东正教为国教，命令全国居民在第聂伯河中受洗，皈依基督教。

到了11世纪末，基督教已传遍俄罗斯全境。这时，教会内部确立了教阶制度。教会首脑为都主教或大主教。都主教府设在基辅。基辅都主教在组织系统方面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领导。俄罗斯正教会原属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到了14世纪，随着基辅地位的下降，都主教府迁移到弗拉基米尔城，开展传教活动，发展东正教势力。15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开始得到加强，这个国家的新的政治中心设在莫斯科。随着莫斯科地位的提高，都主教府又转移到那里。公元1448年，俄罗斯正教会借口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在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和好是违背正统教义，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正教会议，首次自选俄罗斯人梁赞地区主教约纳任都主教。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随之灭亡。东正教所在各东方国家先后臣服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俄罗斯正教会趁机自封为东正教会的首脑，宣布俄罗斯政权承袭自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既然都已覆亡，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就是“新的世界基督教中心”。到了1589年，在沙皇的支持下，俄罗斯正教会举行会议，会议正式建立教会牧首制，确定牧首为教会的最高领导。莫斯科都主教约夫荣获“牧首”尊号，当选为第一任“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牧首。自那时起，俄罗斯正教会摆脱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的控制，宣布自主，成为独立的牧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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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在俄罗斯正教会宗教会议上决定，改变103年前确立的宗教仪式，按希腊模式进行宗教仪式。1656年宗教会议把所有坚持旧礼仪的人革除教籍。1721年彼得一世取消了教会的独立，罢黜了反对改革、干预皇权的牧首，并废除了牧首制，确定了管理教会的新体制，成立主教公会（由几名都主教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主教公会集体领导代替牧首一人掌权。管理主教公会的是一位国家官吏，这位官吏被称作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局长。这样一来，教会就变成了沙皇政府的附庸。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属于沙皇，沙皇被称为东正教会的“最高牧首”和东正教义的“最高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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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沙皇们也像其前任一样，把东正教作为国教，把教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使之为其统治服务，对东正教采取了扶植、保护、发展和利用的政策。教会的全部活动都得按照沙皇的旨意进行。19世纪初出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指出：沙皇是宗教教义的最高捍卫者和保护人，也是笃信东正教、遵守教规的监护人。另一方面，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沙皇必须归附于东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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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泛开展了东正教的革新运动，要求教会脱离帝国的监护，使东正教教义与礼仪现代化。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政教关系，1918年1月23日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宗教政策的基础。该法令旨在割断宗教组织千百年来同国家机构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保障公民不论其对宗教态度如何一律平等，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后各部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宪法中也都含有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禁止利用宗教信仰挑起敌对情绪与仇恨、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条款。然而，从斯大林时期起，苏联包括俄罗斯当局开始对宗教活动进行限制，制定了大量法令法规限制非正常的宗教活动，禁止宗教组织的会议讨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禁止教会和宗教组织建造任何非宗教性设施；禁止从事慈善事业，违者要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苏共也通过一系列有关宗教信仰和在群众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决议和中央文件，大力开展科学无神论宣传，使得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的影响力大为下降。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包括俄罗斯联邦对宗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政府对宗教实行开放政策。1983年5月苏联政府将莫斯科的达尼洛夫修道院转交给莫斯科牧首公署使用，同时许多大教堂都重新进行了修缮。1988年4月29日戈尔巴乔夫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主教大会的成员举行会晤，此后不久制定并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以保障宗教活动的自由，允许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允许宗教传播自由，允许宗教界人士进入苏维埃参政议政。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为纪念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即罗斯受洗10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经过一系列尊重宗教的活动，政府与宗教界的关系得到改善，宗教团体大量涌现，甚至出现了以宗教团体为主体的政党，如“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等等。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的宗教组织发展很快，根据俄罗斯官方1993年统计，俄罗斯全国共有8612个宗教组织，其中4566个属俄罗斯东正教教会，2537个属伊斯兰教组织，其余为各教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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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奉行宗教自由政策，对宗教界采取尊重、借重的态度。在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中宗教界都显示出了自己的影响力：在1992～1993年俄罗斯立法权力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严重对立、对抗时期，宗教界特别是俄罗斯正教会倡议双方保持克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纠纷；在1991年和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赛二世公开支持叶利钦，并号召教徒投叶利钦的票。而俄罗斯总统的就职仪式更带有宗教色彩，这虽然有一定的宣传作用，但毕竟显示了宗教地位的提高。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重视宗教的作用，甚至自己亲自参加各种重大的宗教活动，如圣诞节、复活节时，他经常亲自到教堂参加庆典仪式。俄罗斯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成了宣传、复兴东正教的重要工具。俄罗斯东正教在新的宗教政策下，社会地位大增。每逢重大宗教节日，阿列克赛二世都要发表重要讲话。现在青年人都喜欢在教堂举行婚礼，新生儿一般在教堂接受洗礼，亲属死亡要到教堂举行安魂祈祷，超度亡灵。甚至在军队中，东正教思想也成为对军人进行道德理想教育的重要思想，军人工作委员会中设立了宗教事务处。

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截至2002年1月1日在俄罗斯登记的宗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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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20441个，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1096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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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内大多数居民信奉东正教，教徒约有7000万，遍及全国，约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主要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北部的卡累利阿人、萨阿姆人、科米人，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楚科奇人等。

俄罗斯正教会是最大的独立地方教会，拥有1.4万多个教区（приход）、136所修道院、26所中高级教会学校。1.4万多个教区中的一半在俄罗斯，这些教区归属119个主教辖区（епархия），而这119个主教辖区中有59个在俄罗斯，其余的主教辖区分别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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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最高权力和管理机构是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会议，其执行机构是主教公会，教会总部设在莫斯科郊外风景宜人的扎哥尔斯克大修道院。东正教的最高首领是牧首，现任莫斯科和全俄牧首是阿列克赛二世（1990年6月7日当选，同年6月10日登位），他1929年2月23日出生于爱沙尼亚塔林的一个神职人员家庭，曾任苏联人民代表（1989～1992年1月）。

俄罗斯东正教有许多派别，除正教教会之外，还有旧礼仪派、教堂派、反教堂派、鞭身派、豁割派、精神基督派、真正东正教基督派和真正东正教基督徒派等。

在俄罗斯，伊斯兰教是第二大宗教。俄罗斯伊斯兰教的历史从1552年伊凡四世的军队征服喀山汗国开始，其主要信徒是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巴什基尔人、鞑靼人，高加索的卡巴尔达人、阿塞拜疆人，生活在俄罗斯的中亚人，包括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人、哈萨克人，以及东干人等。俄罗斯大多数伊斯兰教徒是逊尼教派。主要生活在鞑靼斯坦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下诺夫哥罗德州、彼尔姆州、萨马拉州、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和西伯利亚等地区。1991年在莫斯科清真寺的基础上成立了伊斯兰教中心，在达吉斯坦有伊斯兰学院。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位处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一直与联邦中央闹独立，宗教成为车臣民族分立主义者蛊惑人心的幌子，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极端派别瓦哈比教派乘虚而入，在车臣地区兴风作浪。

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同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东正教与天主教是在1054～1204年分裂的。天主教的教义和宗教仪式与东正教大致相同，但是天主教主张，罗马教皇是基督教教会的领袖，他是基督在人世的“永无谬误”的代理人。天主教奉行严格的集权制，天主教的中心和罗马教皇的官邸都设在梵蒂冈。其信仰的源泉是圣经（新旧约全书）和圣经故事。俄罗斯天主教的信徒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的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等。

据1993年3月统计，俄罗斯有29个罗马天主教协会，俄罗斯天主教的行政中心设在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分别管理天主教会的欧洲和亚洲部分。

在俄罗斯流行的佛教主要是17世纪由蒙藏地区传入的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7世纪30年代，首先是卡尔梅克人受到蒙古佛教徒的影响，尔后佛教又从蒙古、西藏传入俄国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

俄罗斯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两派。教徒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三个共和国以及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2008年与外加布里亚特自治区合并为外贝加尔边疆区——编注）的布里亚特民族区。全俄共有喇嘛300个，教徒50万人左右，大多数是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朝鲜族人和蒙古族人。俄罗斯佛教团体由教务会议选举的“佛教理事会”领导，中心设在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伊沃尔金喇嘛寺。

新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16世纪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新教本身又分为许多派系，俄罗斯新教亦有众多派系，其中浸会倡议派是新教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倡议派产生于1960年，当时全苏福音基督浸礼教徒联盟通过了一个条例，一部分教徒对其中的一些规定不满，要求无限制的宗教自由，这部分教徒被称为浸会倡议派（又称分离派）。他们力图另立组织，并于1965年11月30日公布了自己的“福音基督浸礼会章程”，组织独立的“全苏福音浸礼教会理事会”。目前俄罗斯浸会倡议派的教徒主要是俄罗斯人和生活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以及哈萨克人。俄罗斯新教中的其他教派还有：门诺派、圣灵降临节派、基督会、神恩基督会等。

犹太教是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传入俄国的，已有数百年历史。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大批犹太人移居国外，今天俄罗斯境内的犹太人已从180万减少到53万。他们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对自己的信仰有着近乎国教的崇拜。因此，除了犹太教之外，他们很少改信别的教派。从前犹太教主要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立陶宛、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犹太人中传播。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俄罗斯。高加索一带的犹太人，对犹太教规定的传统习俗和礼仪比较重视，遵守严格。俄罗斯有犹太教国际组织的代表处，还有犹太人同乡会组织。1992年注册了一所犹太教学校。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多神崇拜。“萨满”意为“巫”。因此，该教不但举行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还负有“驱邪治病”的使命，例如巫婆跳神。在俄罗斯信仰萨满教的主要有西伯利亚和北部的涅涅茨人、曼西人、汉特人、埃温克人、雅库特人、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北阿尔泰人以及西布里亚特人等。

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

一 民俗

俄罗斯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姿，俄罗斯民族的民间习俗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俄罗斯的民俗最简单不过地反映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上，反映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礼仪、生活喜好及忌讳上。

1.服饰

俄罗斯民族服饰自古以来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特色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俄罗斯民间服饰。俄罗斯传统的服装简朴、单一，典型的民族服装是男子穿领子扣在侧面的粗麻衬衫、瘦腿裤、粗呢子上衣，用细腰带或彩色带子系扎腰部，罩长外衣。冬天穿无面的皮袄，羊皮短大衣，皮靴，戴呢帽或毛皮帽。女子穿刺绣的褶领、镶肩的粗麻布衬衫、毛织裙子或名为“萨拉范”（сарафан）的无袖长衣、粗呢上衣。冬天穿羊皮外套、皮靴，戴皮帽或尖顶帽。

12～13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俄罗斯南北方服装形式的差别。北方地区未遭受草原民族侵袭，手工艺繁荣，对外贸易发达。17世纪以后北方又远离工业发达地区，因此，北方保留了完整的民间文化和习俗，衣着方面也更多地保留了传统形式而未受外族影响。相比之下，南方地区衣着要多样化得多。由于草原民族的入侵和邻近民族影响，衣服式样变化较多。但南北方的俄罗斯衣着，特别是男装，仍有共同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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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初男子穿斜领衬衣，较瘦的用白色或染色亚麻布做的裤子，衬衣穿在裤外，以腰带或丝带束腰部。上身穿粗呢上衣或男长衣，冬天穿无面的皮袄。男子一般穿靴子或树皮鞋加包脚布。女装南北方有一些差别，饰物佩戴也有所不同，北方主要穿萨拉范，南方主要穿毛织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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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是俄罗斯妇女的重要装束。已婚妇女隐藏头发，未婚姑娘头发外露。未婚姑娘一般留长散发或扎成辫子，头发以绣花彩带装饰，如木制或皮制发箍。已婚妇女的头巾以麻布或丝绸制作，多为白色或红色，一般是三角形。妇女佩戴的首饰多为珍珠、琥珀、白银等制作而成的项链、耳环、串珠、胸针等。

现在俄罗斯的服装，男子多为西服、呢帽、礼帽，冬天戴皮帽，穿皮靴或皮毡靴。女子穿连衣裙、西服套裙、高跟鞋，冬天戴呢帽或皮帽，夏天系花头巾。按照传统，俄罗斯妇女无论是在盛夏还是严冬都着裙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许多年轻妇女也爱穿长裤，特别是牛仔裤。

2.饮食

俄罗斯的膳食主要以炖、煮、炸、烤为主，同样有自己的特色。一般说来，传统的俄罗斯膳食比较简朴、单一。除了传统的俄罗斯菜外，还吸收了其他民族，特别是前苏联各民族的风味菜肴。按俄罗斯人的习惯，午餐和晚餐通常有三道菜。头道、二道为主菜。头道菜是热汤类（суп，борщ等）。二道菜一般是肉、鱼、禽、蛋制品及蔬菜。三道菜通常是水果、甜食或饮料。在吃头道菜前还可以有冷盘。主食面包（多为面包切片）多在上头道菜时食用。在吃二道菜时还有现叫的菜。

俄罗斯人的饮食主要有面包、肉类、奶类食品和部分蔬菜。主食为白面包和黑面包（用黑麦面粉制成）。肉食为猪肉、牛肉、羊肉、禽类及其制成品——香肠、罐头食品等。在俄罗斯人的饮食中奶类、乳类制品占有重要位置，牛奶、奶渣、鲜奶油、酸奶油、奶酪、黄油等等一应俱全。而蔬菜的品种主要有圆白菜、土豆、西红柿、葱头、黄瓜、西葫芦、各种豆类、蘑菇等。

俄式菜中鱼及鱼类食品占重要地位。俄罗斯渔产丰富，种类很多。鱼的烹制有多种方式：鲜鱼、干鱼、风干鱼、咸鱼、熏鱼、炸鱼等。俄罗斯人也有吃生鱼片的习惯。鱼子酱是俄罗斯人引以为自豪的一种珍贵美肴，有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之分，黑鱼子酱价格昂贵，营养丰富，有“黑色黄金”之美誉，从苏联时期起就一直是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俄罗斯人大都喜欢在饭菜中加各种香料和调味品，主要有洋葱、大蒜、辣椒、芥末、白醋等。

俄罗斯人常饮用的饮料有蜂蜜、格瓦斯（квас）、野果汁等。俄罗斯人从10世纪起就加工制造、饮用格瓦斯，这是一种用各种粮食或萝卜和西瓜制作的饮料，有许多不同的品种。

俄罗斯人爱喝酒是世界闻名的，而在酒类当中最重要的当数伏特加，它出现于14世纪末。俄罗斯人聚会喝酒时常常要说祝酒词（тост），赞美生活、爱情、友谊，祝福亲友、家人等等。伏特加酒用黑麦、小麦、大麦酿制，其品牌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ъ）伏特加酒，该品牌始创于1860年。这一名牌产品由于有斯米尔诺夫家族的人外流而在德国、英国也有了同一品牌的伏特加酒，在所有这些“斯米尔诺夫”伏特加酒当中，尤以俄罗斯产的最为纯正、“正宗”。伏特加酒的酒精浓度均为40度。其他烈性酒还有白兰地、威士忌等。其他酒类如葡萄酒、啤酒也很受大众欢迎。在俄罗斯市场上，最常见的葡萄酒是高加索地区产的，特别是格鲁吉亚产的。以前俄罗斯产的啤酒品种单一，口味不敢恭维。随着俄罗斯市场的开放，大量国外啤酒，特别是德国、丹麦、美国名牌啤酒的涌入，促进了俄罗斯啤酒业的发展，俄罗斯本国的产品也进行了改进，出现了一些名牌产品。

俄罗斯人有喝茶的习惯，主要饮用红茶（черный чай）。俄罗斯人饮茶时总要配一些食物，主要是甜点，如饼干、点心、果酱、糖果。许多人将这种饮茶方式作为工作午餐。俄罗斯人传统的饮茶方式离不开茶炊（самовар），这是一种有些像中国火锅的物品，只是它是封闭式的。传统的茶炊也是烧炭的，现在已为电热式的所取代。图拉市产的茶炊尤为出名，工艺茶炊可以作为家庭装饰品或馈赠亲友。

3.居住

俄罗斯地广人稀，居住条件比较优越。传统的民宅为木结构，或是直接用圆木搭成，或是用木板盖成，多带有阁楼，有门廊、地窖。这种传统建筑现在多见于乡间别墅。城市居民除有较为宽裕的单元住房外，大多还拥有郊外私人住宅——别墅。城市住房一般配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冷、热水全天候供应，电力、煤气或天然气充足。城市绿化也很好，居民区楼距很大，中间有大片的绿地。郊外的住宅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假日休闲的良好去处，而且住宅的周围有一块面积较大的园地可以种植蔬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弥补漫长冬季城市蔬菜供应的不足。

4.礼仪

俄罗斯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度，每逢重要节日、重要活动、聚会，欣赏芭蕾舞、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都要着正式装束：男子穿西装、系领带，女子一般穿礼服裙装，并认真化妆。就是出入赌场都必须着装整洁，一般也要西装革履，穿牛仔裤、旅游鞋者不得入内。

“面包和盐”是迎接尊贵客人、向客人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仪式。由年轻姑娘行礼并递给来宾一块圆面包，面包上边放着一个小盐缸。有时，人们把面包直接放在盘子上。盘子上边经常放一块带有精制刺绣的手巾，手巾的四个角垂在盘子下边。通常，客人躬身接过面包，然后把它交给随行人员，但是，传统的礼节要求来宾吻一下面包，然后掰下一小块，撒上一点盐，品尝一下并表示感谢。

在俄罗斯拥抱亲吻比较普遍，亲友见面常常拥抱亲吻。妇女之间好友相遇时拥抱亲吻，而男人间则互相拥抱，男女之间较亲密的亲友相互亲吻面颊。在比较隆重的场合，男人弯腰吻妇女的左手背，以表尊重。长辈吻晚辈的面颊三次，通常从左到右，再到左，以表疼爱。晚辈对长辈表示尊重时，一般吻两次。亲兄弟姐妹久别重逢或分别时，拥抱亲吻。

任何时候赠送鲜花都令人高兴，时逢各种值得庆贺的日子、生日、纪念日等等，人们更喜欢赠送鲜花表示祝贺。送花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如婚礼上一般向新娘赠送白色或娇嫩的粉红色鲜花。人们认为白色花束象征纯洁，红色鲜花象征爱情和赞美。在俄罗斯人看来，黄色则意味着感情上的变节和背叛，而忌讳送黄色花束。送花不能送纸花或绢花等工艺花，而要送鲜花。赠送的花束中的花必须是奇数，在俄罗斯习俗中单数表示吉祥和幸福，而双数的花束只能送献故去的人。

俄罗斯人的风俗来源于历史，甚至是迷信、传说。例如，从上面提到的“面包和盐”的礼仪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对盐的重视程度，这完全来源于历史。“昔日，盐是无价之宝。匈奴头领阿提拉（公元5世纪）为了沉重地打击敌人，破坏了晒盐场。在9～11世纪的罗斯公国的宴席上，只有贵宾席上才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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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关盐的俗语和习俗保留至今，如在国宴上没能品尝到放盐的汤或者说喝汤时没放盐，则意味着客人受到冷遇，“空手而归”。打翻了盐罐意味着吵架。而朋友、同志之间则以“我和他一起吃过整普特的盐”来形容感情至深、交情莫逆。

当俄罗斯人搬进新居的时候，第一个跨过新房门槛的既不是家里的年长者，也不是丈夫或妻子，而是猫！一种说法是让猫先抓新房里的老鼠。另一种传说则来源于迷信和巫术，即古罗斯人把保护房子和家庭的职能托付给猫，让猫去对付藏在新房里的魔鬼。

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人也有一些忌讳。与大多数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样，俄罗斯人，特别是东正教徒也忌讳“13”这个数字，认为它是凶险和死亡的象征。相反，认为“7”意味着幸福和成功。俄罗斯人喜欢猫、狗等动物，但许多人不喜欢黑猫，认为它不会带来好运气。遇见熟人不能伸出左手去握手问好。迎送客人不能一人在门内一人在门外隔着门槛握手，隔着门槛握手被视为绝交。

5.婚葬习俗

俄罗斯人传统的婚礼仪式隆重而繁琐。首先，男女双方的家长先进行初步协商，即说媒。双方家长商妥后，即算订婚，然后就开始筹备婚礼。新娘去参加婚礼前要告别自己的闺房和自己的姑娘时代，去公墓向亲人的坟墓鞠躬告别。然后举行与女友们告别的离别晚会，分别与母亲、姐妹和女友告别。姑娘的辫子梳成两部分，其意为即将出嫁。在离别晚会上，人们唱起忧伤的歌曲，因为婚礼后，新娘就将到新郎父母那边去。她知道自己的未来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她所去的地方是完全陌生的，对这个家庭来说她是一个外来人。举行婚礼那天，新郎与朋友们一起来接新娘，然后就去教堂举行结婚典礼。典礼后，新婚夫妇和客人一同前往婆家赴宴。过一天或几天，娘家宴请新婚夫妇和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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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罗斯人的婚礼要比传统的婚礼简单一些，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手持鲜花，新郎身着礼服，由亲友、伴娘、伴郎相伴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许多新人还遵循苏联时期的传统在亲友的陪伴下一起来到无名烈士纪念墓前向英烈献花。婚礼的高潮是喜宴。围绕着长长的餐桌，新郎新娘居上座，左右两边分别是好友、同事，面对新人在餐桌另一端坐的是双方的父母。婚礼上有一些忌讳，如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不应相互对视，以此预示婚后生活和睦；新娘的头冠不能在婚礼上掉下来；婚礼上戒指落地意味着日子不好过；婚礼后，新婚夫妇不应该从原路返回，等等。此外，俄罗斯人忌讳在5月举行婚礼，因为俄语中的5月（май）使人联想到经受折磨（маяться）。

俄罗斯人在举行葬礼时要把死者脚朝前抬出屋（或从后门、窗户抬出）、运往墓地。棺材里放入面包、盐、水等生活必需品。俄罗斯人还有哭丧的风俗，过去曾有专业哭丧人。葬后举行祭亡灵的仪式。这种仪式一般在人死亡后的第9天、第40天和周年举行。以后春秋各扫墓一次。

二 节日

俄罗斯联邦成立后，出现了与建国有关的一些新节日。过去的节日依然保留着，但其中一些已经更名。作为假日的唯一宗教节日是圣诞节。在俄罗斯还庆祝许多行业性节日，但是不放假。1月1～2日——新年；1月7日——圣诞节；2月23日——祖国保卫者日；3月8日——国际妇女节；5月1～2日——春节和劳动节；5月9日——1941～1945年卫国战争苏联人民胜利日；6月12日——俄罗斯日（国庆节）；11月7日——和谐和解日；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日（国家庆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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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4日国家杜马通过、12月27日联邦委员会赞同、12月30日普京总统签署《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第112条》的联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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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定放假节日进行了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是取消了11月7日“和谐和解日”（原“十月革命节”）、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日”，增加了一个新的节日——11月4日“人民团结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该联邦法律2005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该法律，俄罗斯作为假日的节日有：1月1～5日——新年假期；1月7日——圣诞节；2月23日——祖国保卫者日；3月8日——国际妇女节；5月1日——春节和劳动节；5月9日——胜利日；6月12日——俄罗斯日；11月4日——人民团结日。

俄罗斯的民间节日更多，这些节日有的与古老的农耕等生产活动有关，有的与宗教相关。由于是多民族国家，而且地域辽阔，俄罗斯联邦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节日，甚至不同地区的居民也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节日。

俄罗斯主要民间节日包括东正教最重要的12个节日：

12月25日（公历1月7日）——圣诞节（Рождество христова）；

1月6日（公历1月19日）——主显节（主领洗节）（Крещение）；

2月2日（公历2月15日）——献主节（Сретение）；

3月25日（公历4月7日）——圣母领报节（Благовещение）；

复活节前一周——主进圣城节（Вход в Иерусалим）（即复活节前礼拜日）；

复活节后第40天——主升天节（Вознесение）；

复活节后第50天——三位一体节（Троица）；

8月6日（公历8月19日）——主显圣容节（Успение）；

8月15日（公历8月28日）——圣母安息节（Преображение）；

9月8日（公历9月21日）——圣母圣诞节（Рождество богородицы）；

9月14日（公历9月27日）——举荣圣架节（Воздвижение）；

11月21日（公历12月4日）——圣母进堂节（Введение во храм）。

这些节日大都来源于古代民间的一些与季节变化以及农业耕作有关的风俗及仪式，后演化为宗教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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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是俄罗斯人最重大的节日之一。东正教圣诞节节期（святки）从12月25日（公历1月7日）至1月6日（公历1月19日）共12天，是基督教纪念传说中耶稣降生及受洗的日子。圣诞节节期与民间庆祝新年的活动时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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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前夕教徒和非教徒按习惯都要吃圣诞鹅。人们把苹果、面包、过油的葱头填入宰好的鹅腹内，加入各种作料，烧熟后食用。12月24～25日的夜间是圣诞节前夜。圣诞节期间，全俄罗斯普遍流行青年和儿童走家串户访亲拜友的风俗。每个家庭都做好准备迎接前来唱圣歌的来访者，并热情款待他们。青年人还常聚在农村的木屋里唱歌、跳舞、听故事、猜谜语，进行占卜活动。圣诞节期间的娱乐活动至主显节结束。

一年中最欢乐、最热闹的节日是谢肉节（Масленица）（也称为狂饮周），此节日在复活节前7周庆祝，即在2月底3月初。这个节日具有双重含义，既欢送冬天，又迎接春暖花开。谢肉节为期7天，每一天都有特定名称和一定的喜庆活动：星期一为“迎接”（встреча）；星期二为“喜庆开始”（заигрыш）；星期三为“美食日”（лакомка）或“狂饮”（разгул）；星期四为“寻开心”（разгуляй-четверток）；星期五为“岳母夜”（тещины вечера）；星期六为“大姑、小姑聚会日”（золовкины посиделки）；星期日为“宽恕日”（прощеный ден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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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谢肉节期间举行各种欢宴娱乐，跳假面舞，做群众游戏等。谢肉节期间的主食是发面煎饼（блин）。它的做法是：将拌着鸡蛋和油发好的稀面用勺子浇在烧得通红的平底锅上煎。煎出来的薄饼里面又暄又软，表面薄薄的一层又黄又脆，吃的时候抹点炼脂油、鱼子酱、鱼片和酸奶油。这种煎饼味好，呈圆形若太阳状，象征着给人类带来春天的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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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吃象征太阳的煎饼，故谢肉节又称太阳节。按风俗，有的地方把做好的第一张煎饼放在风窗上祭祖，另有一些地方把第一张春饼放在田地里，以祈求太阳尽快使大地解冻。新婚夫妇谢肉节期间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女婿探访岳母，岳母一般用煎饼招待并设宴欢迎。许多俄罗斯谚语、俗语和民谣中都涉及此活动。星期天（送别日）那天，一清早孩子们堆起柴堆准备焚烧谢肉节的化身用干草捆成的玩偶。青年人带着玩偶乘坐雪橇唱着歌在黑暗中穿过村庄，深夜里在村外田野里将谢肉节化身放在柴堆上烧毁，有时还伴有多种为玩偶送葬的表演。

在谢肉节为期一周狂欢、娱乐之后便开始了为期7周的大斋戒，其间不杀生，不吃荤。

另一重要节日是复活节（Пасха），它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春季节日。在基督教中，它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而在犹太教中则是庆祝犹太人走出埃及。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在每年春分月圆后及3月满月后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一般在旧历3月22日至25日间。此节日也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及访亲拜友。按照俄罗斯的习惯，复活节这天人们见面时互相祝贺基督复活，互吻三次表示祝贺，并互相交换彩蛋，吃彩蛋和圆柱形鸡蛋面包。人们有时也赠送作为工艺品的木制的彩蛋。还有人玩击蛋的游戏：两人各持一彩蛋，滚彩蛋，使之相碰，碎者为输，需把碎蛋给对方。复活节时破例允许所有人去教堂随意打钟，所以这时到处都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

在1月6日（公历1月19日）的主显节（主领洗节）这天，基督教徒往往举行基督教入教仪式，人们除去教堂祈祷外，还要到江河里破冰取“圣水”，健康的人还要跳到冰窟里洗一洗。18日晚按风俗习惯是占卜，特别是女孩子占卜自己终身大事的时间。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以利亚节（Ильин день）为每年的俄历7月20日。在俄罗斯人接受基督教以前，这一天曾是多神教的太阳神兼雷神比伦的节日。后来基督教会曾企图废止这一节日，未获成功，只得找了耶稣的一位门徒以利亚来代替比伦，故称以利亚节。民间认为，这一天是秋天的开始。

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节日，除了鞑靼斯坦、高加索等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信奉佛教的东方民族、俄罗斯的犹太人等不同民族均有各自的宗教节日、斋戒日等等外，许多民族地区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民间节日。例如，达吉斯坦库巴奇地区的水节，亦称“四十名少女节”是夏至后40天的节日，是小伙子们选择未婚妻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也有自己的节日——“苏哈尔班节”，擅长放牧和狩猎的布里亚特人在这一节日里的主要活动是举行射箭比赛，在当地语言中苏哈尔班这个词就是射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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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也是俄罗斯的盛大节日，而随着苏联解体和新俄罗斯的诞生，这样的节日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节日被取消了，另一些则更名并赋予新的含义。

苏联时期的最重要的节日——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先是被更名为“和谐和解日”，之后又被取消。2月23日是苏联建军节和海军日，这一节日保留了下来，成为祖国保卫者日。而苏联时期的“宪法日”（10月7日）、12月30日苏联成立纪念日，包括2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则不再是国家的节日和纪念日，只是一部分人特别是左派共产党人在这些日子里仍然举行纪念活动。

6月12日是俄罗斯日，即国庆节，它源于1990年6月12日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РСФСР》）。12月12日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日，它源于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宪法经全民公决通过生效。

在俄罗斯，还有数十个职业性的节日和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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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12日——检察工作者日（彼得大帝在1722年的这一天下令成立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检察院）；

1月13日——俄罗斯出版日（庆祝首份俄文报纸在1703年出版发行）；

1月21日——工程兵节；

1月25日——塔季扬娜日（俄罗斯大学生日）；

2月8日——俄罗斯科学日；

2月10日——外交工作者日；

2月15日——在俄国际主义战士纪念日；

3月8日——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者日；

3月15日——贸易、居民日常服务和住房公用事业工作者日；

3月27日——内务部内卫部队日；

3月29日——武装力量司法事务专家日；

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地质学家日；

4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防空军日；

4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科学日；

4月2日——民族团结日［为纪念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签署建立共同体（后称为联盟国家）条约而设立］：

4月12日——宇宙航行日（庆祝世界首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1961年进行太空飞行）；

4月12日——防空部队日；

4月15日——无线电斗争专家日；

4月26日——放射性灾难牺牲者纪念日（1986年的这一天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4月30日——消防工作者日；

5月7日——无线电日（庆祝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波波夫在1895年制造出世界上首台无线电收音机）；

5月18日——博物馆日；

5月21日——失业保护日；

5月24日——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

5月27日——全俄图书馆日；

5月28日——边防军日；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化学工作者日；

5月31日——律师日；

6月1日——儿童节；

6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环境保护日；

6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纺织和轻工业工作者日；

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医务工作者日；

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日；

6月6日——普希金节（普希金出生于1799年6月6日）；

6月8日——社会工作者日；

6月22日——哀悼日（即法西斯德国1941年对苏联发动进攻的纪念日）；

6月27日——青年节；

7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海河运输工作者日；

7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俄罗斯邮政日；

7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冶金工人日；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海军日；

8月1日——武装力量后勤部队日；

8月2日——空降兵日；

8月6日——铁道兵日；

8月8日——体育日；

8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铁路工作者日；

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建筑工人日；

8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空军日；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矿工日；

8月22日——俄罗斯联邦国旗日（为纪念俄罗斯历史上的三色旗1991年重新使用而设立）；

8月27日——电影日；

9月1日——知识日（俄罗斯大中小学新学年在这一天开始）；

9月2日——近卫军日；

9月3日——团结反恐怖主义斗争日；

9月4日——核保护专家日；

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工作者日；

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坦克兵日；

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林业工作者日；

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机器制造工人日；

9月28日——原子能工业工作者日；

10月1日——陆军日；

10月4日——太空军事力量日（苏联在1957年的这一天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教师节；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汽车运输和路政工作者日；

10月25日——海关工作者日；

10月30日——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为纪念莫尔多瓦劳改营的犯人在1974年的这一天绝食而设立）；

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农业工作者日；

11月10日——民警节；

11月27日——母亲节；

12月11日——为执行公务而牺牲的新闻工作者纪念日；

12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动力工作者日；

12月17日——战略火箭军日；

12月20日——安全机关工作者日；

12月27日——救生员日。

此外，2月14日的情人节和4月1日的愚人节没有任何历史的和职业的特征，但是却被广泛和愉快地加以庆祝。任何政治类的报纸总是会为4月1日这天准备下某种惊人的消息，只有轻信的人才会相信这种消息。

在俄罗斯，每逢一些重要城市的建城纪念日人们也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如1997年隆重庆祝了莫斯科建城850周年；与莫斯科同时建城的沃洛格达市也在当地庆祝了该城850周年生日；2002年5月27日圣彼得堡迎来了建城300周年纪念日。

第五节 国歌、国旗、国徽

国歌、国旗、国徽这些国家标志反映着一个独立国家的国体、民族意志和理想。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6月12日，作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其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从这时起，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开始了围绕着新的国歌、国旗、国徽问题的长达十年的争论。

1990年10月苏联人民演员尤·杰米尔卡诺夫领导的列宁格勒模范交响乐团演奏了俄罗斯“新国歌”：其曲调取自米·伊·格林卡的歌剧《伊万·苏萨宁》中的一段旋律，此次由苏联人民演员安·彼得罗夫改编供交响乐队和合唱队演出。此后，1993年11月3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总统令，以此曲作为国歌，但该“国歌”一直没有歌词，曾经征集过歌词。

该总统令确定以白蓝红三色旗作为俄罗斯国旗。国旗呈横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旗面由三个平行且相等的横长方形相连而成，自上而下分别为白、蓝、红三色。白、蓝、红被称为泛斯拉夫颜色，在古罗斯，白色象征真理，蓝色象征忠诚和纯洁，红色象征美好和勇敢。

1991年“八一九事件”时，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上就曾挂起了白蓝红三色旗。此前，这种三色旗最后一次飘扬在俄罗斯上空是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当时帝俄将军科尔尼洛夫率领的白匪军打着这面旗帜与苏维埃政权作战。

白蓝红三色旗始于彼得大帝时期，但并不是国旗，而是作为海军旗帜使用。安德烈旗由彼得大帝于1699年确定，起初旗面由白、蓝、红三条组成，1709年后用其中一种颜色——白色作为旗帜的底色，十字位于旗上角，或以对角线方向置于整个旗面。而白蓝红三色旗有时也作为国旗使用，但从未被确认过。1865年，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上谕，黑黄白三色旗成为俄罗斯国旗，而白蓝红三色旗只是作为海上贸易的旗号悬挂在俄罗斯商船的桅杆上。俄罗斯军舰则悬挂带有圣徒安德烈·别尔沃兹万内蓝色十字架标志的白色旗帜——神圣的安德烈旗，圣徒安德烈·别尔沃兹万内是俄罗斯的庇护者。安德烈旗在十月革命前曾经是俄国海军军舰上的尾旗。

1993年11月30日的总统令还决定采用十月革命前伊凡雷帝时代以双头鹰为图案的国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金色的双头鹰，双头鹰象征权威、力量和统一。它是14世纪末伊凡三世从拜占庭引进的，当时是以此象征俄罗斯对拜占庭的继承权。以后，双头鹰成为俄罗斯欧、亚两部分合而为一的徽记。鹰头上是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表示阿斯特拉罕、喀山和西伯利亚三个汗国归属俄罗斯，两个鹰爪，一个握着权杖，象征皇权和国家主权，另一个抓着金球，象征着国家完整、统一。鹰的胸前佩戴一个小盾形徽章，上面是一名骑一匹白马的骑士手持长矛制伏恶龙（毒蛇）的图案。马上的骑士是圣徒乔治，恶龙象征敌人。这一国徽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形成并一直使用到1917年2月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时为止。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关于国歌、国旗、国徽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根据有关法律，俄罗斯国家标志必须得到法律的批准，1993年11月30日以总统令形式确定的国家标志必须完成法律手续，为此，叶利钦总统1998年1月向国家杜马提交了有关国家标志的法律草案，但该草案1月27日被国家杜马否决。而主要争议集中在国歌问题上。

直到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的2000年12月8日，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总统提出的有关俄罗斯国歌、国徽、国旗和军旗的四个联邦法律草案。俄罗斯终于有了正式的国家标志。俄罗斯联邦国旗由2000年12月25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第一号宪法性法律《俄罗斯联邦国旗法》确定；俄罗斯联邦国徽由2000年12月25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第二号宪法性法律《俄罗斯联邦国徽法》确定；俄罗斯联邦国歌由2000年12月25日颁布的俄联邦第三号宪法性法律《俄罗斯联邦国歌法》确定。2000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颁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歌歌词》的第2110号总统令，确定了俄罗斯联邦国歌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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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国歌乐曲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乐团艺术指导兼总指挥、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作曲家帕维尔·奥夫相尼科夫编曲，С.米哈尔科夫作词，国歌歌词如下：

俄罗斯，我们神圣的国家，

俄罗斯，我们挚爱的祖国。

顽强的意志，辉煌的荣耀

是你永恒的财富！

光荣啊，我们自由的祖国，

兄弟民族的古老联盟，

先辈们赋予的智慧属于人民！

光荣啊，祖国！我们为你骄傲！

从南方的海洋到北极边疆

到处是我们的森林和田野。

你举世无双！

上帝保佑你，我们唯一的故土！

光荣啊，我们自由的祖国，

兄弟民族的古老联盟，

先辈们赋予的智慧属于人民！

光荣啊，祖国！我们为你骄傲！

未来岁月为我们的生活和理想

开辟无限的空间。

对祖国的忠诚给予我们力量。

过去，现在，将来都一样！

光荣啊，我们自由的祖国，

兄弟民族的古老联盟，

先辈们赋予的智慧属于人民！

光荣啊，祖国！我们为你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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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上古简史

据考古发掘，大约几十万年前，在现今的俄罗斯境内就有人类居住了。此后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俄罗斯境内的不同地区均留有人类的遗迹：在伏尔加格勒附近山谷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10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古人类石制简单工具；在顿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约3万年前到1.4万年前）古人类居住的窖穴；在第聂伯河石滩地区、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游发现有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4万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弓箭、陶器；在俄罗斯南方和北方一些地区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在南方延续到公元前3000年，在北方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的印有梳状花纹的陶器、石箭镞、石矛、渔网以及牛、猪、狗等家畜的骨骼等。

约公元前3000年，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俄罗斯境内的主要表现是特里波里文化。特里波里文化的早期，人类社会发展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以后逐渐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

俄罗斯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北方的发展落后于南方，当南方进入青铜器时代后，北方森林地带仍处在新石器时代。在古代斯拉夫人出现以前，不同部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存、征战，先后有居住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之间以及伏尔加河左岸地区的法齐扬诺沃部落、生活在楚瓦什地区的阿巴舍沃人、在黑海北岸居住的金麦里人等等，有公元前8世纪西徐亚人的入侵，公元前8～2世纪萨尔马特人的西进等等。
 
[1]



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奥得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和布洛河流域以及白俄罗斯南部一带，他们逐渐向周围扩展，西抵易北河，东至顿河、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北达波罗的海，南至喀尔巴阡山。公元1世纪前后，斯拉夫人逐渐分为东西两支。居住在第聂伯河中、上游，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西德维纳（道格瓦）河一带的斯拉夫人被称为东斯拉夫人。而生活在维斯瓦河、奥得河和易北河一带的斯拉夫人则被称为西斯拉夫人。民族大迁徙期间，上述两支斯拉夫人大批进入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从而在公元6、7世纪形成了南支斯拉夫人。

东斯拉夫人亦称安特人，他们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6世纪时，他们已经居住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东和黑海北岸一带。他们从事农业和饲养家畜，狩猎、捕鱼。农业生产已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如铁犁、铁镰、铁斧等。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随着铁器的广泛应用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手工艺和商业。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язычество），崇拜神灵，把所有自然现象解释为神的作用，祭祀恶神和善神。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成为欧洲奴隶主世界的主要堡垒。安特人同拜占庭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他们出售粮食、毛皮和奴隶，换回各种手工艺品和钱币。6世纪以后，安特人也加入到民族大迁徙的行列中来，由此引发了斯拉夫人同拜占庭之间持续100余年的冲突、征战。最后，拜占庭击败了斯拉夫人。安特人被击败后，销声匿迹。200多年以后，罗斯人（Русь）开始见诸历史文献。
 
[2]



“罗斯人本来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部落——诺曼人（意为北方人）。他们以海上掠夺和贸易为职业。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良格人（意为商人）。芬兰人则称他们为罗斯人……9世纪时，瓦良格人南下征服东斯拉夫人。全部东斯拉夫人也都称为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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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史学著作中提到的维金人，即瓦良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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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处于氏族社会阶段，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成部落，选举酋长为首，一切重大事情由部落会议决定。6～9世纪，东斯拉夫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分为许多部落。到9世纪，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趋于瓦解，各部落逐渐组合成若干个大部落联盟。

在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出现以前，8～9世纪东斯拉夫人主要有三个群体：北部群体包括斯洛温人和克里维奇人。斯洛温人分布在伊尔门湖、洛瓦梯河、沃尔霍夫和姆斯塔河一带。克里维奇人是东斯拉夫人最大的部落联盟，分布在第聂伯河、西德维纳河和伏尔加河三条河的上游一带。

东部群体包括维亚吉奇人、拉迪米奇人和谢维利安人。维亚吉奇人居住在奥卡河上游及其支流日兹德拉河和乌格拉河一带。拉迪米奇人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索日河流域。谢维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杰斯纳河、塞伊姆河和苏拉河流域，是东斯拉夫人向东迁移最远的部落联盟。

西南群体分布在第聂伯河右岸，包括波利安人、德列弗利安人、乌里奇人、德列哥维奇人、特维尔茨人、杜列伯人和霍尔瓦特人。波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德列弗利安人居住在波利安人的西部和北部、罗斯河口和普里皮亚特河之间。乌里奇人和特维尔茨人最初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后因草原游牧民族的骚扰，退到了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德列哥维奇人居住在普里皮亚特河左岸的沼泽地带。霍尔瓦特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北麓。杜列伯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曾是一个强大的东斯拉夫人部落，统治过其他斯拉夫人，组织了安特人同盟。6世纪时阿瓦尔人进攻安特人同盟，破坏了杜列伯人的领导地位，导致了杜列伯人的分裂。杜列伯人新的集合地依其所在地的名称，被称为布桑人和沃伦人。

西南群体中波利安人所居住的第聂伯河中游是东斯拉夫人的核心，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部落联盟的中心基辅后来成为罗斯国家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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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东斯拉夫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原来的氏族公社日趋瓦解。几个住在一起的家庭或几个分散的村落组成农村公社。这种村社，在南方称为维尔弗，在北方称为米尔，已经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在村社内部，牧场、森林、水源是公共财产，每个家庭有权在那里放牧、伐木、采集、狩猎、捕鱼。耕地也是集体财产，分配给各家庭使用，定期重新分配。产品归各家庭支配。这就产生了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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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的出现，造成各部落内部贫富的分化。原来作为农业和狩猎生产的组织者与劳动者的部落酋长利用职权，逐渐把肥沃的土地归自己使用，把掠夺得来的战利品攫为己有，并强迫战俘为自己劳动。他们便逐渐富裕起来。原来部落酋长的亲兵逐渐变为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部落酋长依靠他们自立中心，发号施令。他们则依仗部落酋长的权势，逐渐把村社的土地、牧场等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普通村社成员失去战士的身份，成为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并且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沦为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到了9世纪，东斯拉夫人各部落已经走完了漫长的原始公社社会，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东斯拉夫人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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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末、9世纪初，在当今俄罗斯境内出现了三个准国家组织：以基辅为中心的库雅巴、诺夫哥罗德地区的斯拉维亚和东部梁赞地区的阿尔塔尼亚。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征战不息。公元862年，应诺夫哥罗德贵族邀请，瓦良格人首领留里克（Рюрик）率领一队瓦良格人武士队到诺夫哥罗德平息争端，顺势征服了诺夫哥罗德，自封为该国的王公（князь）。这个留里克（862～879年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就是后来统治俄国达700余年之久的留里克王朝的始祖。

第二节 中古简史

“从882到1242年期间，俄罗斯屈从于强大的外部影响：北方来的维金人首先把它锻炼成一个政治单位；然后它从南部的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最后它被东方来的蒙古鞑靼人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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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里克去世后，其亲属奥列格（879～912年在位，诺夫哥罗德、基辅王公）继承他的王公之位，开始对周围的斯拉夫部落发动一系列征战，先是征服了斯摩棱斯克，然后于882年沿水路南下征服基辅，并将统治中心由诺夫哥罗德迁至基辅，建立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大公国，即基辅公国或“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征服了周围各部落，包括波利安人、伊尔门湖地区斯拉夫人、拉迪米奇人和克里维奇人。基辅罗斯建国后不断进行对外战争。907年，奥列格率8800人的军队和2000艘战船远征拜占庭，迫使拜占庭订立和约，缴纳96万格里夫纳贡银，并使罗斯商人获得免缴贸易税的权利。斯维雅托斯拉夫（965～972年在位，基辅大公）统治时期，罗斯的疆土不断扩大，先后征服伏尔加河中下游、北高加索，打通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后又联合拜占庭，打败保加利亚，将领土扩张至多瑙河口。

外来的瓦良格人以及后来建立的留里克王朝并没有改变东斯拉夫人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反而自己渐渐被同化，在血统上与东斯拉夫人相融合，并接受其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成为斯拉夫化的本地王朝。奥列格之后的基辅王公继续向周围扩展，他们还曾多次出征拜占庭。

基辅罗斯的版图东起喀尔巴阡山，西迄顿河，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到黑海北岸。公元1000年左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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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世纪时，封建关系在基辅罗斯逐渐建立，形成了大土地占有制。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78～1015年在位，基辅大公）通过娶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为妻与拜占庭结成同盟，他本人加入希腊正教的基督教，并把基督教（东正教）定为罗斯的国教，强迫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接着，罗斯各地居民也先后受洗，皈依东正教，在罗斯建立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寺院。东正教的传播对基辅罗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关系，加速了斯拉夫各部落的统一过程，扩大了罗斯与拜占庭以及西欧等国的文化联系。在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1015～1054年在位，基辅大公）当政时期，基辅罗斯达到空前繁荣，编纂了第一部成文法典《雅罗斯拉夫法典》，并开始编写编年史。

11世纪时，基辅罗斯境内的大封建主势力不断增强，他们统治着大片领地和农民，拥有自己的武装，力图摆脱基辅大公的控制。被基辅罗斯征服的王公，也图谋恢复独立。基辅罗斯开始走向衰败。到12世纪时，基辅大公的政权名存实亡，形成许多独立的公国，开始了封建分裂时期。在这些独立的公国中较大的有12个：基辅公国、契尔尼哥夫公国、佩列雅斯拉夫公国、斯摩棱斯克公国、木罗姆-梁赞公国、图罗夫-平斯克公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加利奇-沃伦公国、波洛茨克-明斯克公国、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公国、特穆塔拉干公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等。最初，这些公国还在名义上承认基辅大公为宗主，后来完全独立，基辅国家彻底解体。13世纪，各公国之间不断混战，时有分合，无力抵御外敌。南方草原的突厥游牧部落波洛伏齐人乘机入侵，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便占领和破坏了基辅城。战争频仍，荒歉相继，土地荒芜，商业随之衰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加之封建主和富商的重重盘剥激起了人民的起义反抗，大批农民逃往东北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一带。基辅失去了以往在罗斯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心地位。

13世纪初，当罗斯各王公还在混战不已的时候，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1162～1227）几经征战统一了蒙古各部，当选蒙古大汗，号称成吉思汗。此后日益强大的蒙古鞑靼人开始了东征西讨。1218～1223年，成吉思汗结束了对中国北方的战争后，亲率蒙古鞑靼大军开始第一次西征，一路破城夺关，征服了中亚各国。越过高加索山后逼近罗斯。1223年5月31日，蒙古军在卡尔卡河畔大败罗斯各公国军队和波洛夫齐人的联军。是役，六位罗斯王公阵亡。

成吉思汗的去世并未阻止蒙古鞑靼人西进的步伐，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的率领下在1235～1242年开始了第二次西征。随着蒙古大军的到来，罗斯军队望风披靡，一座座城市相继陷落，一个个公国先后臣服。蒙古军队一直推进到伏尔加河东岸，并于1240年11月占领了基辅，之后相继占领弗拉基米尔（沃伦）、加利奇等城市。1243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金帐（钦察）汗国，定都萨莱。罗斯各公国都成为它的藩属，王公必须向拔都纳贡，并取得“封诰”才能继续统治自己的公国。蒙古鞑靼人对罗斯的统治持续两个多世纪，其间当地人民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斗争不断，而罗斯的王公贵族则更多的是与蒙古鞑靼人合作、讨封，借蒙古鞑靼人之手壮大自己势力，维持其对人民的统治。

当东北罗斯遭受蒙古鞑靼人奴役的时候，西北罗斯各公国还受到瑞典和日耳曼骑士团（十字军的一支）、立陶宛、波兰等国的侵袭。14世纪时，罗斯的土地分成三大部分。东北罗斯包括弗拉基米尔—苏茨达尔公国和诺夫哥罗德，被金帐汗国所控制；西南包括基辅、契尔尼哥夫、斯摩棱斯克、波洛茨克等为立陶宛大公所有；而加利奇则属于波兰。15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三大民族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在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区逐渐形成。

外来侵略、封建割据、连年混战，特别是蒙古鞑靼人对罗斯达240年之久的统治，对罗斯只有索贡掠夺，完全不管其生产建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罗斯经济和文化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反抗外族奴役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中，社会还是在艰难地进步。结束国内分裂、抗击外来侵略是人民的愿望，更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正是因此，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东北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中流砥柱。

莫斯科城奠基于1147年，13世纪建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莫斯科公国，当时的领土面积只有1300平方公里，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四周又有其他公国作屏障，居民生活比较安定。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偏安一隅，又得交通和商业之便利，逐渐强盛起来。

从14世纪开始，罗斯各公国的经济联系有较大的发展，为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基础。莫斯科公国骗取蒙古鞑靼统治者的信任，支持并依仗教会的势力，逐渐开始对邻近公国的兼并。达尼尔（1283～1303年在位，莫斯科王公）在位时期，莫斯科公国先后兼并了科洛姆纳（1300年）、佩列雅斯拉夫尔（1302年）和莫扎伊斯克（1303年），使其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两倍。

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始于伊凡·卡里达（1325～1328年为莫斯科王公；1328～1340年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伊凡·卡里达擅长搜刮民财，从蒙古鞑靼统治者委托他征收的贡赋中截留部分金钱，并不惜用积累的财富贿赂蒙古鞑靼大汗及其妻妾、近臣，从而获得“钱袋”的绰号。正如马克思所说，伊凡·卡里达不惜“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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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凡·卡里达的“战术”取得了成果，他不仅利用蒙古鞑靼统治者的信任获取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封号，获得了代蒙古鞑靼人征收全罗斯贡赋的权力，而且还利用蒙古鞑靼人的军队镇压特维尔人民反抗蒙古鞑靼统治者的起义，借以削弱自己的强邻特维尔公国，从而壮大了自己。他一贯坚持削弱周边其他公国的政策，与教会联盟，扩大影响，借助从蒙古鞑靼人那里“买来的”名头和权力，出兵诺夫哥罗德要求贡银，在罗斯托夫王公的领地上派遣自己的总督，在加利奇、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等地购买村落，征收赋税，征募军队，迫使苏兹达尔、梁赞、白湖等地王公屈服于自己。

“奴才”和君主的巧妙结合，使得莫斯科公国以及罗斯较少地受到金帐汗国蒙古鞑靼统治者的袭击，从而为罗斯发展经济、休养生息赢得了时间。伊凡·卡里达的继任者也奉行了这种政策。

到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1359～1389年在位，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大公）继位时，莫斯科公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而这时金帐汗国却因内讧日渐削弱。季米特里继续与邻近各公国作战，先后迫使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臣服自己。这使蒙古鞑靼统治者感到不安，并派兵讨伐。1380年9月，在顿河流域的库利科沃战役中，季米特里大败蒙古鞑靼军，沉重打击了金帐汗国，使其统治从此一蹶不振。季米特里也因此获得“顿斯科伊”（顿河王）的尊称。

到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莫斯科大公）统治时期，先后占领雅罗斯拉夫公国、罗斯托夫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478年，伊凡三世利用金帐汗国内部分裂之机，停止对金帐汗国纳贡。1480年，蒙古鞑靼军为勒索贡赋，进抵奥卡河，威逼莫斯科。犹豫不决的伊凡三世在民众的压力下最终决心与蒙古鞑靼人一战。战事拖到11月，被饥寒所困的蒙古鞑靼军大败于莫斯科军队。此后，金帐汗国分裂为几个小汗国，国力日衰，从而结束了蒙古鞑靼人对罗斯长达240年（1240～1480）的统治。

伊凡三世在摆脱蒙古鞑靼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还竭力向北方、乌拉尔、伏尔加河一带扩张。在征服了诺夫哥罗德后，又吞并了卡累利阿人的土地，侵入彼尔姆地区。1483年，莫斯科军队远征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迫使当地王公屈从于莫斯科。通过多次征讨，基本上将东北罗斯的土地统一于莫斯科公国的版图之内，1485年莫斯科大公正式称“全罗斯”大公。

此后，莫斯科军队拓疆辟壤，越过乌拉尔，征服当地王公。伊凡三世还通过扶持傀儡的手段，控制了喀山汗国，并与波兰―立陶宛争雄。1500～1503年夺取了奥卡河和杰斯纳河上游的大片土地，为后来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土地，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奠定了基础。

伊凡三世统一各公国后，有时也自称“沙皇”，把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本国的国徽。原来独立的王公都成为他手下的大贵族，他们参加“大贵族杜马”（杜马即咨询会议），与大公共商国家大事。各地区由大公任命总督去治理。伊凡三世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颁布全国统一的法典，奠定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基础。

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莫斯科大公）1510年兼并普斯科夫，1514年从立陶宛手中夺取斯摩棱斯克，1521年兼并梁赞公国，最终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大业。使北至白海，南及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达北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出现，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建立，莫斯科大公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唯一君主。

1462～1533年，俄罗斯国家的领土从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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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四世（1533～1547，莫斯科大公，1547～1584，沙皇）史称“伊凡雷帝”或“恐怖的伊凡”，1547年加冕为沙皇。他在位期间竭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抑制大贵族的权势，为此曾经实行沙皇特辖区制，为镇压大贵族的反抗一度还成立了由中小贵族组成的特辖军团。伊凡四世消灭了封建割据的残余，加强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并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使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并入了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并打开了通向里海和西伯利亚的通道。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队伍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亚洲，向东扩张。

伊凡四世的扩张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立沃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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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历时25年（1558～1583），战事反复，开始时俄军取得一些胜利，1561年、1563年连续击败立沃尼亚骑士团，占领芬兰湾南岸大片土地。然而，在瑞典、丹麦、波兰和立陶宛联合出兵干涉下，加之克里木汗国和土耳其的袭扰，俄军最终战败，不得不先后与波兰（1582年）、瑞典（1583年）签订停战协定，被迫放弃了所占领土，俄罗斯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努力受挫。

伊凡四世去世后，长子继承了王位，但其身后无子嗣，次子又幼年早亡。伊凡四世的长子去世后，贵族们推举外戚的贵族鲍里斯·戈都诺夫（1598～1605年在位）为沙皇。他的即位引起了大贵族的嫉恨。贵族之间互相倾轧，政局混乱。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加强，沙皇俄国国内的阶级压迫也日趋残酷。民不聊生的农民不断揭竿而起，发动反压迫、反封建的起义，如1603年的赫洛普卡起义，1606～1607年的波洛特尼科夫起义。17世纪初，俄国先后出现了两个自称是伊凡四世之子季米特里的人，他们利用人民对当局的不满，进军莫斯科企图夺取政权。波兰国王借机加以支持并率兵进军莫斯科。俄国人民组织了义勇军抗击波兰的入侵，终于赶走了波兰人。

抗击波兰侵略者的斗争胜利后，1613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缙绅会议”选举沙皇，2月7日缙绅会议多数代表选举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为沙皇，27日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正式即位，由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对俄国长达300余年的统治。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把大量土地分赐给对建立新王朝有功的小贵族，并加强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从法律上最终确立农奴制度。农民被固定在庄园里，完全隶属于封建地主，可以被任意买卖或转让。因此，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一方面先后与瑞典、波兰作战，收复国土，另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和农奴制度，血腥镇压了农民起义。1649年颁布的法典规定沙皇有绝对的权力，其意志就是法律，一切大小贵族在沙皇面前都要自称奴仆。

17世纪，俄国的对外政策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自卫防御转变为侵略扩张。不断派兵向西伯利亚全境推进，1639年发展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鄂霍次克海岸，开始进犯中国黑龙江流域。1654～1667年俄国同波兰进行了13年战争，由于当时国内国际条件所限，俄国最后同波兰签订了停战协定，俄国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谢维尔斯克和斯塔罗杜勃等西部地区，占有了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及其附近地区由俄军占领两年，但实际上被俄国永久占有。根据停战协议，乌克兰被分为两部分：第聂伯河左岸（即东乌克兰）归俄国，第聂伯河右岸（即西乌克兰）归波兰。直到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三次瓜分波兰，俄国才实现了吞并全部乌克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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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引起教会的分裂。尼康还提出“教权高于皇权”，插手世俗事务，与沙皇争夺权力，最终被免职流放。

第三节 近代简史

17世纪后期，封建制在西欧国家已基本瓦解，而此时的沙皇俄国仍在极力维护并加强农奴制，致使俄国的生产力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当时的俄国，农业落后，手工业作坊刚刚开始建立，大部分工业品依赖进口，国家军队力量薄弱，政治腐败，宫廷内部为夺取王位而明争暗斗。由于农奴制压迫的不断加强，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日益增长。俄国的农民运动此伏彼起，遍及全国。1670～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农民起义虽然最终被沙皇政府镇压了下去，但它仍然给予俄国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即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沙皇、皇帝）是一位俄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君主，1682年即位时年仅10岁，1689年他挫败异母姐姐索菲娅公主的政变阴谋，正式开始执政。他决心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效法西欧，对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彼得一世废除了经常干预皇权的大贵族杜马，整顿税务机关，指定9个大臣组成参政院（сенат），作为最高管理机关，负责拟定法令，监督行政、司法、税收、外交、军事、工商等事务。设立12个院（коллегия）代替以往机构重叠臃肿的50个衙门机构。为了有效地监督法令的执行，在中央设立监察总署，在各省设监察官。在地方行政管理上，1719年他将全国划为11个省（губерния），省下又分省区（провинция），省长都直接隶属中央。彼得一世废除东正教牧首职务，取消教会独立性，改由政府任命的神圣议院管理教会事务。

在军事方面，他解散射击军，实行招募制，组建正规军团，建立起拥有步兵、骑兵、炮兵诸兵种的13万人的陆军常备军和一支拥有48艘战船的海军，开设了许多军需工场，创办海军和炮兵等军事学校。

彼得的行政改革冲破了由来已久的门阀观念，一改过去以门第取仕的传统，建立了论功取仕、量才施用的官僚制度。1722年1月彼得政府颁布了关于“官秩表”的法令，将全部文武官员分成14个等级。根据这项法令，非贵族出身的人只要获得八等官衔，便可得到贵族称号。从而保证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出身卑微之士登上高位，促进了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加强。

彼得一世注重兴办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事业，1724年1月他颁布建立俄国科学院的命令，据此创办了科学院和各种专门学校，又派遣许多贵族子弟出国学习。彼得一世当政时期，进行了文字改革，简化了俄文字母，奖励翻译西欧著作，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此外，还进行了历法改革，采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юлиан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兴办工业，设立纺织、制革、造纸等工场200处，为以后俄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多次发生宫廷斗争以及反对改革的阴谋。在彼得当政之初，1689年便镇压了射击军兵变，严厉惩处了索菲娅公主等人。同年秋天，又把与保守的贵族势力有密切联系的皇后叶芙朵基娅·洛普希娜（彼得一世的第一个妻子）放逐到苏兹达尔修道院。彼得一世的改革触及了达官贵人的利益，招致贵族的反对，他们利用皇太子妄图废除新政，恢复旧制度。鉴于皇太子阿列克塞的叛国事件，彼得一世于1722年2月25日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废除了传统的王位继承原则，规定在位皇帝可以自由选择王位继承人，还可以改换已指定的王位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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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在从事对外战争的状态下进行的，通过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力，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从而为对外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取得通向西欧的出海口，彼得一世于1695和1696年两度进兵亚速夫，同土耳其作战，终未取得出海口。其后，彼得一世与丹麦和波兰结成同盟，于1700年发动了同瑞典历时21年的“北方战争”，俄国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721年9月10日逼迫瑞典签订了《尼施塔特和约》。俄国夺得芬兰湾、里加湾、卡累利阿、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地区。彼得一世终于实现了几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夺取出海口的愿望，在北方获得了出海口，密切了与欧洲各国的联系，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战争期间彼得一世于1712年迁都涅瓦河口的彼得堡，从此彼得堡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彼得一世于1721年改称皇帝（但一般仍称沙皇），俄罗斯也开始称为俄罗斯帝国。

早在17世纪中叶，当沙皇俄国的势力抵达东西伯利亚后，便开始进犯中国黑龙江流域。1643年，雅库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派遣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率132人翻越外兴安岭，闯入中国境内，遭达斡尔人抗击，被迫后撤。1650年，叶菲罗·哈巴罗夫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1651年，哈巴罗夫打败了达斡尔人，占领了雅克萨城，取名阿尔巴津。1654年，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为俄军头领。1658年，这股侵略者被清军歼灭。此后，俄国侵略者又以叶尼塞斯克为基地，发兵从贝加尔湖地区不断向东推进，深入到石勒喀河中国蒙古族茂名安部的游牧区，占领了尼布楚（涅尔琴斯克），在该地修筑城堡，被当地通古斯人摧毁，俄军重建尼布楚。1664年喀尔喀蒙古人围困尼布楚，1665年切尔尼果夫斯基一伙在中国雅克萨故址重建阿尔巴津。在彼得一世当政期间，清军曾于1685年和1686年发动了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几乎全歼俄国侵略军。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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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南进军受阻后，俄国的“开拓者们”又转而北上，18世纪初跨越白令海峡登上北美大陆。

彼得一世去世后，屡次发生宫廷政变，皇位更迭频繁。1761年彼得一世的外孙彼得三世即位。其妻叶卡捷琳娜于1762年利用沙皇的近卫军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彼得三世，取而代之，登上王位，称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进一步强化了农奴制，扩大了贵族地主的特权，把80万国家农民赏赐给贵族，并免除贵族服军役和担任公职的义务。实行农奴制的地区扩大到乌克兰以及顿河、伏尔加河流域，贵族的私有农奴已占全部农民人口一半以上。颁布法令使地主有权流放农民服苦役，并禁止农民对地主作任何控诉。农奴除为地主服劳役外，还须向政府缴纳人头税，服兵役和其他徭役。残酷的压迫激起了俄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1773～1774）。起义者提出“土地与自由”的口号，主张把耕地、牧场交给人民，废除“人丁税”，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然而，最终起义被残酷镇压了下去。

出身于德意志一公爵之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俄国的强盛，特别是其领土的扩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她当政期间，沙皇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一起三次瓜分波兰（1772年、1793年、1795年），把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地并入俄国。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与土耳其的战争共进行过9次，其中两次发生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时期，而且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通过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沙皇俄国夺得了黑海和第聂伯河口和克里米亚一带，并在土耳其境内攫得了航行和宗教特权；通过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沙皇俄国夺得了南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并把克里米亚正式纳入俄国版图。

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推行对内对外政策招致军人们的不满，在英国大使馆的参与下，近卫军和军官们阴谋推翻他的统治。1801年3月23日夜，保罗被几名军官杀死。其子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继位。在他执政期间，继续推行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对外扩张政策。1808年2月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迫使瑞典把整个芬兰割让给俄国。1801～1813年，通过对伊朗和土耳其的战争，先后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并入俄国版图，还迫使土耳其割让比萨拉比亚。1812年，法国皇帝拿破仑率军进犯俄国，俄国人民开始了抗击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1813年，俄军取得了抗击法军侵略者的胜利，把法军赶出了俄国。在追击法军的途中，俄军进入波兰和普鲁士。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亲率反法联军进入巴黎。1815年，沙皇俄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神圣同盟”，俨然成了欧洲霸主，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被划归俄国。

19世纪初，俄国所辖领土除原来俄罗斯人居住地外，还包括已经并入俄国版图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西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极北地带。19世纪上半期，俄国又把芬兰、比萨拉比亚、维斯瓦河一带的波兰领土、南高加索（阿扎里和巴统除外）、整个哈萨克斯坦并入自己的版图，领土约增加1/5，面积约1800万平方俄里。全国总人口在1815年有4500万，1835年增加到6000万，1858年达7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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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很大发展。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思想的影响下，俄国贵族中，尤其是在1813年远征欧洲归来的青年军官中，出现了一批革命者。这些进步的贵族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北方协会”、“南方协会”，主张废除腐朽的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代之以君主立宪制。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逝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12月14日（俄历），“北方协会”成员利用向新沙皇宣誓的机会，把他们的团队拉到参政院广场要求沙皇实行立宪。“南方协会”在乌克兰也发动起义。尼古拉一世调动军队进行了镇压，起义遭到失败，彼斯捷尔、穆拉维约夫等5人被处死，100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起义发生在12月，故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专制制度。在国内组建了宪兵队和秘密政治警察，严密监视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在国际上积极干预欧洲各国的革命。1848年欧洲各国相继爆发革命，尼古拉一世帮助奥地利的统治者镇压维也纳的革命，反对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沙皇俄国成为欧洲的“宪兵”。尼古拉一世还进一步向东方和南方扩张。他征服了中亚诸汗国，把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他还用军队和堡垒征服了高加索东北部，通过对伊朗和土耳其的战争兼并了东亚美尼亚和高加索的黑海沿岸。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俄国不断发展，而农奴制度却严重阻碍着俄国的发展。广大农奴、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对废除农奴制的要求日益强烈。废除农奴制已势在必行。1853～1856年俄国在同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败绩，充分暴露出沙皇专制制度和腐朽的农奴制度的落后性，俄国农民运动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于1861年2月19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和法令。法令规定，农民享有人身自由，但农民必须向地主交付赎金。截至1905年，农民交付赎金20亿卢布以上。废除农奴制后，农民的土地比从前所种的土地减少了1/5。最好的土地还是归地主所有。

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从中国东北和西北部割走了150万平方公里，并在1865～1876年间吞并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1881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占领了土库曼，彻底完成了沙俄在中亚的扩张，俄罗斯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到1914年时，整个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

19世纪60年代，俄国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1861年，喀山和彼得堡的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19世纪70年代，另有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由此被称为“民粹派”。不久，“民粹派”被沙皇镇压。“到民间去”的活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采取恐怖手段刺杀沙皇的道路，组织了“民意党”，于1881年3月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83年，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日内瓦成立了“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1895年，列宁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俄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所以，这时党还没能真正建立起来，直到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俄国才有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积极参与了瓜分世界的争斗。政治制度的腐败，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俄军队的惨败，使俄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并带来了1905～1907年的革命高潮。1905年1月9日（公历22日，星期天），10余万工人在彼得堡举行和平请愿，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死伤6000余人，史称“流血的星期日”。之后，起义此起彼伏，罢工接连不断。1905年10月初（俄历），全国铁路职工75万多人宣布总罢工，并得到全俄各行业的响应，爆发全俄政治大罢工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士兵骚动不断发生，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为了缓和矛盾，窒息革命，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允诺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释放政治犯，答应扩大选举权，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组织新的内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支持该宣言，期望俄国从此走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道路。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号召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同年12月，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莫斯科等城市爆发武装起义，但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分散进行的，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组织，因而都相继被镇压下去。1906年、1907年又陆续爆发了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但革命已转入低潮。在此次革命当中，彼得堡的工人创建了新型的革命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沙皇于1906年和1907年召开了两届国家杜马会议。杜马代表大多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人物。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上强烈要求地主让出土地。沙皇为避免讨论土地问题，两次解散了杜马。

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开始了由沙皇大臣斯托雷平统治的时期。斯托雷平一方面在全国镇压反沙皇的革命运动，一方面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新的杜马选举法和土地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摧毁村社经济，加强富农经济，培植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中的支柱——富农阶层。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与英、法等国组成“协约国”，同德、奥、保、土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交战。在战争中，俄军屡战屡败，伤亡惨重。战争使俄国经济陷于崩溃，1917年初，国内总危机已经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2月18日（公历3月3日），首都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25日发展成为全城政治性罢工，罢工工人提出“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等口号。26日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将罢工转为起义。27日，起义席卷全城，首都驻军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政府大臣和将军，占领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推翻地方沙皇政权。二月革命后，工农群众组织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地主则成立了“临时政府”，从而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第四节 现代简史

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既没有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更没有能力克服国内政治经济危机。1917年4月，列宁回国，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路线，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于4月、6月和7月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示威活动。7月示威失败后，1917年7～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9～10月间，革命形势完全成熟，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全国许多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暴动和民族地区的解放运动空前高涨。10月10日（公历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起义，占领了政府机关、电话局、国家银行、邮政局和货源站，并于次日凌晨攻占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与此同时，10月25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政权归苏维埃。次日，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至次年2月俄国各地起义节节胜利，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

“没有别的事件像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对现代世界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它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把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工业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根本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最为重要的是，它开辟了现代革命的时代。布尔什维克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取得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样，他们就鼓舞各地的革命者效法他们去夺取胜利。1917年以后，世界再不能同过去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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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内，苏维埃政权未能在原沙俄版图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来。为抑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主义活动，防止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四分五裂，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建立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1917年11月15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以法律形式规定俄国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享有直到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1918年1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建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该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其主要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消除阶级划分，镇压剥削者，建设社会主义。同月23～31日，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宣言，宣布俄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在1918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以民族自治州为主体，即只有自治州能够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联邦。1918年3月，俄罗斯联邦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尽快结束同德国的战争状态，被迫接受了德国的苛刻条件，于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根据该和约，苏俄放弃了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苏维埃政权随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然而，同德国的战争结束后，14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国内反动势力也伺机而动，联合起来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进攻。为防止经济崩溃并赢得战争，必须动员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为此，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先后歼灭了国内残存的白军，战胜了外国武装干涉军，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日本在远东的干涉一直持续到1922年）。1921年开始，苏俄开始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鼓励商品生产和流通，实行自由贸易。

在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波兰和其他一些民族地区的资产阶级政府乘机纷纷脱离苏俄政权，建立了独立共和国。苏维埃俄罗斯联邦政府鉴于当时恶劣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也被迫承认了部分地区的独立事实。1919年2月白俄罗斯甚至还通过了自己的共和国宪法。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地区也在逐渐缩小。这种状况一直到国内战争结束后才有所改变。然而，芬兰、波兰却由此而取得了永久的独立地位。事实上，此时已宣布建立的俄罗斯联邦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围困下，仅仅对欧洲部分的苏维埃政权地区有影响。国内战争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当地的资产阶级政府，相继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2年12月30日，当时的四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召开了苏维埃联席代表大会，一起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结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简称苏联（СССР）。之后，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相继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防御德国法西斯的进攻，苏联积极着手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将一些国家和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1940年，苏联从罗马尼亚手中“收回”比萨拉比亚，成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同年，苏联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也并入苏联。至此，苏联成为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世界第一大国，其领土有2240.3万平方公里。

1924年1月，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苏联宪法。根据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这个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之权；一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不论是现有的，或将来要产生的，均可加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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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还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所属职权的划分。

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一个主体加入联盟后，形式上仍保留了自己联邦体制的内部结构，即以民族自治州为主体的联邦制，由此形成了世界联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联邦中的联邦。依据苏联宪法规定的某些条款，俄罗斯联邦将一部分国家权力转交给了联盟中央。同时，随着苏联的发展，不仅俄罗斯联邦在联盟中的法律地位由苏联宪法予以规定，而且俄罗斯联邦内的主体——民族自治实体的法律地位也在联盟宪法中有明确的解释。在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层次的民族自治实体，按民族人口的多少及发展水平程度依次划分为民族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区。这样，在俄罗斯联邦中也就出现了自治实体与非自治实体的区别。所谓非自治实体是指在主要以俄罗斯人为主居住的地区，考虑到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按照行政区域而划分的边疆区和州。而且，在1990年6月以前，非自治实体始终未被承认为联邦主体。无论是自治实体，还是非自治实体基本上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由联盟中央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建立的，自治实体所拥有的职权范围往往也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或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实体已达31个。其中有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而且不同的自治实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权限。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斯大林继任苏联领导人的职务，领导苏联近30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大大地加强了苏联的综合国力。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和错误，如：在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过激行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中，扩大打击面，使一大批党和国家优秀干部遭到镇压，无辜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民族问题上，对一些少数民族不分青红皂白实行整体惩罚；在对外关系上犯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等等。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不宣而战，发动闪电战进攻苏联，迅速占领了苏联的大片领土，苏联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1941年12月莫斯科保卫战消灭德军50多万人。1942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成为苏德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法西斯德国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苏军开始了战略反攻。直到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柏林，德国投降。8月，苏联对日宣战，进攻日本关东军。9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中苏联占领了佩琴加地区、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南萨哈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地区。194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迅速恢复了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1950年，苏联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每年工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22%～23%。1949年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革命的成功，结束了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理论，作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重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表示中央委员会决心为过去蒙冤受害者恢复名誉；批判“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经过一系列党内斗争，他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1957年，苏联研制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61年，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升空。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内外政策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失误，他将苏共分为工业党、农业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大片开垦荒地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外交政策上，对美关系因古巴导弹危机一度濒临战争边缘，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关系方面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并因此而导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并开始恶化。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终于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一时期的苏联积极扩军备战，同美国争霸，在全球战略上保持进攻态势。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在处理“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间的关系方面提出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布拉格事件。在国际关系方面，积极推行霸权主义，1969年在中国的珍宝岛制造事端；1979年悍然出兵阿富汗，干涉别国内政。与此同时，国内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更加保守和僵化，苏联陷入“停滞”时期。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在11月12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以“社会主义起点论”取代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漫长发展阶段的起点。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积累的各种弊端和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通过改革扭转苏联社会停滞不前的状况。无奈安德罗波夫身患重病，担任苏共总书记才一年零三个月便于1984年2月9日去世了。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苏共领导层曾就由谁来接替总书记一职而出现犹豫和暗中争斗，最后还是选择了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这位病魔缠身的老人在其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碌碌无为，于1985年3月10日匆匆离世了。

契尔年科逝世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同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即著名的“加速战略”。随后，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一经济社会战略加以确认，同时确定了实现“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途径：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促使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将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领域。

为了在国内进行改革，苏共新领导也迫切需要改变苏联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国际上陷入的四面树敌、空前孤立的处境，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对苏联过去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为调整苏联的外交政策，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新思维”。并于1987年11月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对外关系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在“新思维”指导下，苏联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88年6～7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苏联的“改革”重心转到政治领域。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开始借鉴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

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随后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接受了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的现实。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还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的问题，此后同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总统职位法。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总统职位的设立和第一任总统的产生，使苏联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苏联部长会议作为政府行使执行权；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苏联总统则独立于最高苏维埃之外，与最高苏维埃相互制衡，并保证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协调。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使行政权直接置于总统控制之下。

从1990年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市等陆续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以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改革目标。在1990年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同年5月29日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就是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此后叶利钦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退出苏共。

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一年后的1991年，俄罗斯利用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和革新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机会，让俄罗斯公民对俄罗斯是否设立总统职位进行全民公决。结果52%的俄罗斯选民赞成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同年6月12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57.3%的选票，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签署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受到限制。俄罗斯总统职位的设立在形式上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式的政治体制框架。但根据几经修改补充的1978年俄罗斯宪法，这时的俄罗斯政治体制仍然保留着苏维埃制度。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日益发展。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同年6月12日，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发表“主权宣言”，其他9个加盟共和国也迅速仿效，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本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开始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和革新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的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之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宣布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企图挽救濒临崩溃的苏联。事变历时三天，终告失败。“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演变和国家的解体。

“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总统下令中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没收其财产。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立势力急剧增长，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迅速走向解体。叶利钦颁布命令，把俄罗斯境内的联盟中央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所有。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仿效，宣布接管联盟在其境内的财产和权力。联盟中央的权力陷于瘫痪，财产荡然一空，总统有职无权，联盟名存实亡。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在其境内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乌克兰人赞成乌克兰独立。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丛林会晤，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并联合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宣布苏联解体。三国元首商议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邀请其他共和国参加独联体。12月21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晤，以创始国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会议致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当天晚上，莫斯科时间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和铁锤国旗，在寒风中悄然降下，代替它的是俄罗斯联邦的红蓝白三色旗。

第五节 当代简史

苏联解体，“新俄罗斯”的诞生，标志着俄罗斯当代历史的发端。

独立后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1992年1月5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同年3月31日，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的87个联邦主体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条约》，鞑靼斯坦和车臣两个共和国没有参加条约的签署。条约重新确立了联邦的原则，重新划分了联邦中央与各联邦主体之间的职权范围。

1992年初，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副总理和代总理，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建议，开始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结果造成生产大幅度下降，消费品更加短缺，物价指数一度上涨了2200%，社会普遍不满。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政治对抗。

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严厉批评。此后，关于经济改革方针的争论逐渐演变为权力之争和政治斗争，在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权力体制以及制定新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以总统为首的国家最高执行权力为一方与以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为首的国家最高立法权力为另一方的对立。进而出现了1992～1993年两大权力机关对抗的“双重政权”局面。

大多数政府反对派站在立法权力一方，在社会上发动罢工、示威游行等各种抗议活动，1993年接连发生了“五一节”、5月9日“胜利日”流血事件，加剧了社会紧张形势，对政府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整个俄罗斯社会处于动荡之中。1993年4月25日，俄罗斯举行了全民公决，64.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58.76%的人对叶利钦总统表示了信任，53.04%的人赞成总统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全民公决后，叶利钦决心果断结束“双重政权”的混乱政治局面。9月21日叶利钦发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分阶段宪法改革》的第1400号总统令，宣布中止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管理和监督职能，决定于1993年12月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投票并同时选举新的最高立法机关——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组成的联邦会议（议会）。10月3～4日叶利钦总统动用武装力量，炮打议会大厦，以暴力摧毁了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的抵抗，导致了震惊世界的“莫斯科流血事件”，造成142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等一批反对派领导人被捕，一些反对派政党和组织被勒令解散或中止活动。

1993年12月，新宪法在全民公决中通过，大大扩大了总统的权限，总统取得了确定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任命总理、解散政府和议会以及签署法律等权力，并兼任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议会被改组，成为纯粹的立法机关，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组成。新宪法通过、生效后，俄罗斯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尽管政治斗争仍然存在，但其烈度明显减弱。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到1995年，近7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已转到私人手中。其间贪污腐败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只有小部分人趁机暴富，形成一个“新俄罗斯人”（новые русские）阶层。国内经济持续下滑，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91年的59%。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把刚有复苏迹象的俄罗斯经济再次推向深渊。

在社会上，黑手党横行，恐怖活动猖獗，犯罪率急升。国内分离主义势力也不断抬头。1994年12月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后，虽然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无济于事，车臣问题成为影响俄罗斯国家统一、影响政治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并不有利的形势下，叶利钦在1996年6～7月举行的第二届总统选举中经过两轮投票艰难地战胜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在经济滑坡和政治斗争持续不断，反对派的攻势始终不减的情况下，为实现“改革大业”，叶利钦总统只能依靠频繁的政府更迭来调整政策，维持其统治。

1999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总理普京任代总统。普京于2000年3月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后，顶住国内外压力，严厉打击车臣的分裂主义和国内各种恐怖活动；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分为七个联邦区，由联邦中央派代表进驻协调管理；以稳定经济为首任，重建法制和秩序，降低税率，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200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历年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在外交上，建国之初俄罗斯政府一度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寻求西方对其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和援助，但西方的真正支持却十分有限。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人指责这种外交政策出卖了俄罗斯的利益，削弱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直至普里马科夫接替科济列夫出任外交部长后，才逐渐扭转这一局面。在独联体内部，俄罗斯着重加强其领导地位，力图把独联体建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与集体安全和防卫联盟。1999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关于俄白两国建立联盟国家的条约，这标志着两国最终向建立联盟国家的目标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俄罗斯政府十分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中俄之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与中国就东西段边界划定问题先后达成协议，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削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协定，并建立起两国政府高层互访机制。2001年7月16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合作，中俄关系得到了健康、良好的发展。2001年6月，俄罗斯与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加强边境地区互信和裁减军队，打击犯罪，维护地区安全，进而在经济、人文、教育、科技等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

第六节 著名历史人物

（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奥列格（Олег，？～912）基辅大公
 公元879年起为诺夫哥罗德王公。约882年杀死基辅王公阿斯克利德（Аскольд）和基尔（Дир），占领基辅城，征服德列弗利安、谢维利安和拉迪米奇诸族，建立基辅罗斯，自称“大公”。公元907年率军远征拜占庭，包围君士坦丁堡。公元911年迫使拜占庭签订有利于基辅罗斯的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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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一世（钱袋）（Иван Ⅰ Далилович，Калита，？～1340）
 莫斯科王公（1325～1340），弗拉基米尔大公（1328～1340），因善于搜刮钱财而得绰号“钱袋”。在位时击败特维尔王公，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称号，并获得为金帐（钦察）汗国代征全罗斯贡赋的权力，诱使罗斯大主教将其驻地从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作为政权的支柱，为莫斯科公国的兴起奠定基础。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Дмит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онской，1350～1389）
 莫斯科大公（1359～1389），弗拉基米尔大公（1363～1389）。在位期间，长期与特维尔、梁赞、下诺夫哥罗德等公国作战。1368年和1370年两度打败立陶宛大公对莫斯科城的进犯。1375年迫使特维尔与之结盟。1380年在库利科沃会战中大败蒙古鞑靼军，由此得名“顿斯科伊”（意为“顿河的”）。1382年为金帐（钦察）汗国汗脱脱迷失所败。


伊凡三世（Иван Ⅲ Васильевич，1440～1505）
 莫斯科大公（1462～1505）在位时先后兼并了雅罗斯拉夫尔公国（1463年）、罗斯托夫公国（1474年）、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478年）、特维尔大公国（1485年）等。1480年脱离了金帐（钦察）汗国的统治。后击败了立沃尼亚骑士团和立陶宛军队，从而统一了罗斯东北大部。为了巩固大公的权势，他提高小贵族地位，限制大贵族的特权，并设立中央管理机构，颁布了一部通行全国的法典（14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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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四世（雷帝）（Иван Ⅳ 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озный，1530～1584）
 莫斯科和全罗斯大公（1533～1584），1547年加冕称沙皇。为加强专制统治，实行司法、行政和军事改革：在中央设置“重臣会议”辅佐沙皇；颁布兵役法，规定世俗贵族均要为国家提供武装骑兵；建立“沙皇特区制”；组织“特辖军团”，无情镇压大贵族的反抗，故得名“雷帝”。1552年征服喀山汗国，1556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遭遇败绩。1581年占领西伯利亚汗国教城西伯尔。沙皇俄国从此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


鲍里斯·戈都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约1551～1605）俄国沙皇（1598～1605）
 即位前曾作为沙皇外戚左右朝政。在位期间，抑制大贵族，加强沙皇专制统治；颁布有关遣回逃亡农奴的法令；对外击败瑞典，夺取了芬兰湾南岸几个城市。1604年波兰利用留里克王朝后裔季米特里（Димитрий）死亡疑案，扶植一冒充季米特里者入侵俄国，争夺王位，并于次年占领莫斯科，自立为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死于战乱。


彼得一世（Алексеевич Петр Ⅰ， 1672～1725）
 即彼得大帝，俄国沙皇（1682～1725，1721年起称皇帝）。1682年与其兄伊凡五世（Иван Ⅴ）同时即位，共同掌政，而由其姐姐索菲娅（Софья）摄政，实权掌握在索菲娅手里。1689年平定索菲娅发动的宫廷政变，亲自执政，称彼得一世。1697年化名随“高级使团”出国到西欧旅行，考察西欧文化、科学和技术。因国内射击军谋叛，于1698年仓促回国。为改变俄国落后状况，彼得一世在一系列方面进行了改革，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1700～1721年发动北方战争，战胜瑞典，争得波罗的海出海口；1722～1723年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夺得里海沿岸一带；进行了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但未能占领黑海港口。为了推行扩张政策，彼得一世不断增加赋税，募集新兵，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激起阿斯特拉罕起义、巴什基尔人起义和布拉文起义。


叶卡捷琳娜二世（Алексеевна Екатерина Ⅱ，1729～1796）
 俄国女皇（1762～1796），原为德意志一公爵之女，1745年嫁给俄皇彼得三世（Петр Ⅲ），1762年参与宫廷政变，废彼得三世登上皇位。在位期间，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内颁布农民必须绝对服从地主的诏令，扩大贵族特权，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对外两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1768～1774年，1787～1791年），三次参加瓜分波兰（1772年，1793年，1795年），夺取了今拉脱维亚南部、白俄罗斯、乌克兰直至克里米亚的广大地区，打通黑海出海口，建立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1777～1825）
 俄国沙皇（1801～1825），1801年参与宫廷政变弑父保罗一世（ПавелⅠ）后即位。在位初期，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颁布关于自由农民的法令，进行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在对外方面，与英国、奥匈帝国、普鲁士联合，击败拿破仑，成为“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通过对波斯、瑞典、土耳其等国的战争，侵吞了格鲁吉亚（1801年）、芬兰（1809年）、比萨拉比亚（1812年）和阿塞拜疆（1813年）等地。


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1799～1837）
 俄国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规范的创始人。出身于莫斯科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民族意识的高涨以及第一代革命者——贵族革命家的觉醒。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接近，其政治性诗作广为流传，因而两次遭流放。1824年又被幽禁在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村。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1826年9月沙皇“赦免”普希金，将他召回莫斯科。1837年2月，普希金在彼得堡因决斗受重伤去世。普希金抒情诗内容广泛，既有政治抒情诗《致恰达耶夫》（1818年）、《自由颂》（1817年）、《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年）等，也有大量爱情诗和田园诗，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年）和《我又重新造访》（1835年）等。普希金一生创作了12部叙事长诗，其中最著名的有《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高加索的俘虏》（1822年）、《青铜骑士》（1833年）等。普希金剧作不多，最重要的是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年）。此外，他还创作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年）、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1831年）及关于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年）。普希金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深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及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整、描写生动简练。


列夫·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1828～1910）
 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和法律系学习，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1847年退学。1851年参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1869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复活》（1899年）等。晚年放弃贵族特权和财产，过着平民生活。


柴可夫斯基（П.И.Чайковский，1840～1893）
 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作曲家，俄罗斯民族音乐与西欧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1840年4月25日出生于乌拉尔地区工矿小镇沃特金斯科，1893年10月25日在彼得堡去世。自幼学习音乐并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和天赋。10岁进入彼得堡法律学校，毕业后进入司法部作9品文官，后放弃官职，全力投身音乐。1865年毕业于彼得堡音乐学院，1866～1877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1878年开始了与富孀梅克夫人的友谊，在她的精神支持和慷慨资助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音乐作品基调建立在民歌和民间舞蹈的基础上，乐曲中呈现出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民间特色，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内涵和现实主义精神，深刻、丰富的内容与完美的表现形式结合得浑然一体，音乐形象鲜明，音乐语言极富感染力。他的作品丰富多彩，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几乎涉及所有音乐体裁，主要有6部交响乐、10部歌剧、3部芭蕾舞剧、3部钢琴协奏曲、1部小提琴协奏曲、12部大型交响乐曲、5部重奏曲及大量小型作品，如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等，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悲怆（第六）交响曲》《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交响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会序曲《1812年序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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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托雷平（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贵族出身，曾任格罗德诺省（Гродно）和萨拉托夫省（Саратов）省长，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动用宪兵、警察和讨伐队镇压起义者，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实施新土地法，培植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中的支柱——富农阶层，1911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Ⅱ，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1918）
 俄国末代沙皇（1894～1917），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Ⅲ，1845～1894）的长子，因其在位期间大肆屠杀工农群众而获得“血腥的尼古拉”的绰号。1905年1月9日，下令枪杀彼得堡的示威工人，导致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爆发。1907年6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社会民主工党的杜马党团，使全国陷入黑帮分子恐怖之中。1896年攫取中国中东铁路建筑权；1898年强占中国的旅大；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乘机侵占中国东北；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任俄军总司令。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处决。


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Ульянов， 1870.4.22～1924.1.21）
 1870年4月22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原姓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父亲是省国民教育视察员，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1887年中学毕业后，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数月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同年年底，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三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1918年8月遭暗杀而受重伤，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使苏俄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1922年底，列宁健康状况恶化，在休养期间口授了《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重要文章。列宁一生撰写了大量著作，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伟大贡献。


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Джугашвили，1879.12.21～1953.3.5）
 原姓朱加施维里，出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1894年进入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学习，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梯弗里斯组织；189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此后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901年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1903年被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1904年领导了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1901年3月到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五次。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受党的委托领导俄国中央局的工作；1912年春，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了《真理报》并担任主编。1917年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参加了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等职；1922年4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同时对党内“反对派”进行了镇压。由于打击面过宽，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1941年5月至1953年3月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卫国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Михай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ев，1931.3.2～）
 1931年3月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红军区普里沃尔诺耶村的农民家庭。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函授）。13岁开始定期在农庄里劳动，15岁当上了康拜因操作员助手；1955～1962年从事共青团工作，其间曾任边疆区团委书记；1962年3月～1978年11月从事苏共党务工作，曾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0～1991年任苏联总统，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年年底因苏联解体而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92年1月组织成立了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ц（Горбачев Фонд）］并亲任主席。

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口号，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为结束冷战作出了“贡献”，并因此而于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中、后期，苏联社会陷入混乱，苏共丧失国家领导权，最终苏共被迫自行瓦解，苏联解体。


叶利钦（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1931.2.1～2007.4.23）
 1931年2月1日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塔利察区布特卡村一农民家庭，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建筑工程师。1955年参加工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乌拉尔重型钢管建筑托拉斯当工长；1957～1963年先后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南城建筑局工地主任、主任施工员、总工程师、局长；1961年加入苏共（1990年7月退党）；1963～1968年任该市住宅建设联合企业总工程师、经理；1968～1976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建委主任；1976～1985年任该州州委第一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间曾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9年任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第9～11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12日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同年11月至1992年6月兼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领导经济改革；1996年7月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1999年12月31日提前辞去总统职务。

1985年到莫斯科和苏共中央工作后，积极投身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改革，与苏共党内“保守力量”发生冲突，被解除苏共中央领导职务，后借“民主化”运动潮流，东山再起，完成了从“苏共改革派”代表人物，到“激进民主派”领袖，再到苏共和苏联“掘墓人”的转变。苏联解体后，领导俄罗斯开始“民主改革”。在他任期内以武力打垮了反对派，发生了1993年“莫斯科流血事件”，通过了加强总统权力的新宪法，1994年12月出兵车臣。虽然在内外政策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形势持续多年，但他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并多次解散政府、撤换政府总理，最后妥善安排好“身后事”，全身而退。

2007年4月23日莫斯科时间下午3时45分（北京时间同日晚8时45分）叶利钦因心脏衰竭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6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4月25日为全国哀悼日，当日俄罗斯为叶利钦举行国葬。


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 Имранович Хасбратов，1942.11.22～）
 1942年11月22日生于格罗兹尼市，车臣族人。两岁时随家迁往哈萨克北部，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4岁进入阿拉木图一工厂做工，大学期间曾任校团委书记，大学毕业后开始科研和教学工作，曾任几个研究所所长。1966年加入苏共（1991年退党）。1990年由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成为叶利钦的助手，并与其结成政治盟友。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坚定地站在叶利钦一边，同年10月至1993年10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从1992年4月俄罗斯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时起，与叶利钦在国内改革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公开化，成为政府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993年10月4日作为莫斯科十月事件的参与者被捕。1994年2月，国家杜马通过大赦令后获释，出狱后回到大学重新执教，表示“对现实政治已感厌倦”，以后不再从政。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鲁茨科伊（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уцкой，1947～）
 1947年生于库尔斯克市。毕业于加加林空军学院和以伏罗希洛夫命名的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军事学院，少将军衔。1985～1986年和1988年参加苏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1988年任第40军空军副总指挥。1988年飞机被击落，在巴基斯坦被俘。苏联用俘获的巴基斯坦侦察兵作为交换，将其解救回国。苏联解体前夕，他联合俄罗斯共产党党内一些“民主派”人士从俄罗斯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以后更名为“自由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社会民主人民党）并当选该党的主席，因此而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开除出俄罗斯共产党，以后又领导了当时重要的中派联合组织——“公民联盟”。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统。在1992～1993年俄罗斯两大权力机关对立、对抗期间，站在政府反对派一边，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993年10月3日被解除俄罗斯联邦副总统一职。1993年10月4日作为莫斯科十月事件的参加者被捕。1994年2月，国家杜马通过大赦令后获释。1997年春天起任库尔斯克州州长，2003年12月竞选该州州长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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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国体与政体

在苏联时期，俄罗斯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РСФСР）］。苏联剧变和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 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演变

苏联时期，根据1978年俄罗斯宪法有关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思想理论来源、以建设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共产党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并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议行合一制度。人民代表苏维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形式。其他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受人民代表苏维埃的监督并向人民代表苏维埃报告工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俄罗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部长会议，即俄罗斯政府，是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组建，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它报告工作。俄罗斯最高法院和俄罗斯最高检察院是俄罗斯最高司法机关，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它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最高苏维埃的日常工作。

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苏联包括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88年6～7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苏联的“改革”重心转到政治领域，苏联、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多元化逐渐发展为政治多元化，社会上大量出现的“非正式组织”开始向政治组织、政党方向发展。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开始借鉴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

随着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向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转移，特别是人民代表选举运动的进行，苏共的领导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宣称：“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将自己的代表推举到人民代表苏维埃。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
 
[1]

 。随后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接受了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的现实。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还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的问题，此后同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总统职位法。根据此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一任苏联总统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从第二任总统起则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总统职位的设立和第一任总统的产生，使苏联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苏联部长会议作为政府行使执行权；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苏联总统则独立于最高苏维埃之外，与最高苏维埃相互制衡，并保证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协调。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使行政权直接置于总统控制之下。

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之后，从1990年起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市等陆续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以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改革目标。选举的结果是苏共逐渐丧失对地方政权，特别是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此后，苏共党内的“派别化”、“联邦化”趋势明显加快。

各加盟共和国通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将一批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选进新建立起来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加盟共和国一级展开与共产党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在1990年首届俄罗斯人民代表
 
[2]

 的选举中，尽管苏共党员占代表总数的86%，但其中许多代表是“苏共民主纲领派”成员或政治上倾向于该派的党员。苏共近80个边疆区、州委第一书记中仅有25人在竞选中获得候选人资格，其中只有19人当选人民代表。
 
[3]

 支持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运动获得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席位。“民主俄罗斯”运动在一些大城市的影响很大，莫斯科选出的67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中有57名、列宁格勒选出的31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中有25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选出的9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中有7名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员。
 
[4]

 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激烈竞选，叶利钦战胜了苏共中央推举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候选人，于1990年5月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各自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兴起了与联盟中央争夺从经济自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主权战”、“法律战”，威胁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一年后的1991年，俄罗斯当局利用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机会，让俄罗斯公民对俄罗斯是否设立总统职位进行全民公决。结果52%的俄罗斯选民赞成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同年6月12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以57.3%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签署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受到限制。

俄罗斯总统职位的设立在形式上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式的政治体制框架。但根据几经修改补充的1978年俄罗斯宪法，这时的俄罗斯政治体制仍然保留着苏维埃制度，该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是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审查和解决属于俄罗斯联邦管辖的任何问题”（第104条）。
 
[5]

 同时，宪法第121条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俄罗斯联邦最高公职人员和俄罗斯联邦执行权力领导人”。
 
[6]

 这种宪法、法律上的“不完善”为后来俄罗斯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空间。

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包括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宣告完成，苏联共产党被迫自行解散，国家领导权落入“民主派”手中。随后，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自此，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已经完成：虽然俄罗斯当权者并没有明确宣布俄罗斯是何种性质的国家，但显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

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俄罗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变却远未完成，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滞后性。

在苏共退出政治舞台、苏联解体之后不久，执掌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民主派”阵营内部便在经济改革政策上出现分歧，随后发展为激烈的政治对立和权力之争，直接表现为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分歧和对抗。处于“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俄罗斯在政治领域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权力体制问题。由于宪法在国家最高权力问题上的不明确，直接导致权力斗争的加剧。“新的”国家权力结构——以总统为中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逐渐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权力，而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的现行宪法仍保持着“旧的”国家权力体制——苏维埃体制。因此便出现了似乎都有宪法依据的两个最高国家权力：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围绕着制宪问题斗争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以总统为首的执行权力一方认为上层权力机关之间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执行权力遇到了立法权力的掣肘。而引起两大权力机关对立的根源是现行宪法所维护的苏维埃国家体制同新的民主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务之急是废除现行宪法，通过新宪法。新宪法应以分权原则为基础，明确划分国家权力，彻底抛弃苏维埃体制，建立事实上向执行权力倾斜的三权分立权力体制，即建立总统制，把最高苏维埃变成仅拥有立法权的职业化议会。他们希望通过扩大行政权力来控制局势，推行经济改革方针。然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多数的中派、“左派”政党，特别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等人则认为，两大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具有经济基础，根源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是经济战略问题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而执行权力机关特别是总统对现行宪法的不尊重和侵犯导致了政权危机。他们主张建立议会制的国家权力体制，执行权力机关、政府应向人民代表苏维埃负责，接受其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滥用权力、破坏民主甚至总统独裁的现象。

1992～1993年俄罗斯两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对立逐步升级，其间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反复激烈较量。最终在1993年10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最高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一方以武力解散了俄罗斯首届民选议会，取得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同年11月10日俄罗斯正式公布了以叶利钦总统提出的宪法草案为基础经过最后修改并经制宪会议赞同、俄罗斯总统提交全民讨论的俄罗斯宪法草案。12月12日宪法草案经全民投票通过、12月25日正式生效。俄罗斯新宪法的通过、生效，是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同时也是掌权的俄罗斯民主派内部围绕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激烈斗争和冲突并已决出了胜负的背景下得以实现的。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俄罗斯社会政治变化固定了下来，确定了国家政权结构，明确了各权力机关的职权，为俄罗斯进入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阶段奠定了法律基础。《俄罗斯联邦宪法》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它确立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彻底摧毁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

二 国体与政体

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俄罗斯联邦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其标志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丧失了国家领导权，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共产主义不再是指导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也不再是国家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显而易见，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全民国家”，它依然处于变化之中，就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而言仍然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制度。

与国体相适应，俄罗斯的政体，即国家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发生了变化。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生效后，延续了70余年的苏共一党制的苏维埃议行合一体制被彻底废除，代之以总统权力为主导的多党制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国家行政权力的拥有者，由俄罗斯公民普遍选举产生。宪法赋予了总统包括任命政府总理，任命联邦法院法官，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签署并颁布法律以及确定杜马的选举与解散等重要权力。

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的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联邦法律由联邦会议两院审议、通过。国家杜马可以通过对总统提出罢免的指控和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的方式实行对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监督。

俄罗斯联邦的执行权力由联邦政府行使，政府需向国家杜马提出联邦预算，保证其执行并向杜马报告联邦预算的执行情况。

俄罗斯联邦的司法权只由法院行使，对现行法律的执行情况由检察院独立进行检察。俄罗斯的司法体系由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确定，不允许建立特别法庭。法官是独立的，只服从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法官权力的中止或暂停必须遵循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法官不可侵犯，除非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否则不能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所有法庭公开审理案件，对案件的非公开审理在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允许旁听。在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陪审员参加诉讼程序。诉讼程序在辩论和各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法院的经费只能来自联邦预算，用以保障按照联邦法律充分而独立地进行审判。

三 宪法

俄罗斯联邦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苏联解体为止，其间共制定了四部宪法，即1918年苏俄宪法，1925年、1937年和1978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其中1918年宪法并非一部完整的宪法，它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建立了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后三部宪法是俄罗斯联邦在苏联时期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制定的宪法。这三部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与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苏联宪法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同时期苏联宪法的翻版。

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俄罗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适应这一系列的变化，掌握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民主派由于当时忙于同掌握着苏联联盟国家政权的苏共争夺领导权，未能及时制定和通过新的宪法，而是于1989年10月，1990年5月、6月、12月，1991年3月、11月，1992年4月多次对1978年通过生效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进行修改补充。为了制定新宪法，1990年6月召开的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以叶利钦为主席的宪法委员会，1991年11月公布了由宪法委员会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但是，总统和议会在国家政体，即建立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以及私有化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存在分歧，新宪法一直未能通过。

在1992年12月举行的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和1993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统与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议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叶利钦提出应由制宪会议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哈斯布拉托夫则主张立即修改现行宪法中有关条款以限制正在扩大的总统权力，由总理而不是总统组阁并经议会批准，政府向议会报告工作，并由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形下，1993年3月20日总统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对国家实行总统特别治理，决定4月25日举行对总统的全民信任投票，同时对由总统准备的新宪法草案和联邦议会选举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叶利钦发出的这一“特别治理”命令遭到了议会方面的抵制。宪法法院裁定总统此举违宪。3月26日召开了第九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弹劾总统的问题，叶利钦总统的“特别治理”方案未能实施。4月25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总统及其推行的激进改革方针得到了超过半数以上参加投票者的支持。此后，总统及其支持者决定尽快制定并通过新宪法，取消现议会。不久，总统提出了“总统宪法草案”，并提交联邦主体行政首脑讨论，然后准备召开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此后不久，议会也公布了“议会宪法草案”。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解释“关于分阶段宪法改革”的第1400号总统令，宣布中止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管理和监督职能；在联邦会议开始行使职能前，按总统令和政府的决定办事；建立最高立法机关——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两院组成的联邦会议（议会），于1993年12月11～12日举行议会选举。议会指责总统的政变行径，于9月23日晚召开了第十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解除总统职务的决议。随后发生的“莫斯科十月流血事件”结束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总统与议会的宪法之争。俄罗斯首届民选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被解散。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在举行国家杜马选举的同时，对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全国共有58187755名选民，即54.8%的登记选民参加了全民投票，其中赞成新宪法草案的选民共32937630人，占参加投票选民的58.4%，反对的选民共23431333人，占参加投票选民的41.6%，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
 
[7]



1993年12月12日经全民投票通过、12月25日正式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分正文和结束语两部分。正文部分共9章137条，结束语部分共9条。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8]

 《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成果固定下来。即经过前一阶段的较量，通过全民投票，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

与苏维埃时期的宪法相比，《俄罗斯联邦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放弃了“社会主义”及其立法原则，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俄罗斯联邦宪法》以人民主权、联邦制、共和制、分权作为宪法制度的基础，规定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该宪法取消了以苏共为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提法，树立“主权在民”原则，规定：“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
 
[9]

 ，“俄罗斯联邦的多民族人民是俄罗斯联邦主权的拥有者和权力的唯一源泉”
 
[10]

 。

第二，《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了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政治制度。

（1）改变了国家的阶级性质，以人、人权、人民权利取代了以工人阶级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劳动人民全民国家的提法。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指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全民国家，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内各族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第1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第2条）
 
[11]

 。《俄罗斯联邦宪法》遵循“尊重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原则，接受人权概念，宣称：“依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并按照本宪法，俄罗斯联邦承认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第17条第1款），“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不可被剥夺并且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第17条第2款），“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第20条第1款）
 
[12]

 。

（2）改变了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此前，苏联以及俄罗斯联邦一直将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序言中指出，俄罗斯人民“遵循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13]

 。苏联剧变后，这一提法显然已经“过时”了，在俄罗斯宪法修改、补充过程中就已取消了这种提法。而《俄罗斯联邦宪法》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第13条）
 
[14]

 。实质上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

（3）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1977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序言中指出：“苏维埃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建成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将得到发展。”
 
[15]

 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序言中也指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共产主义”
 
[16]

 。而《俄罗斯联邦宪法》则没有了这种提法。

（4）改变了对国家和社会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有关规定。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第6条认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
 
[17]

 早在1990年俄罗斯修改宪法时就取消了这一条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将宪法第6条修改为“各政党、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参加制定国家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18]

 。而在《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则不再保留类似的提法，只是强调“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3条）
 
[19]

 。

第三，《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了俄罗斯的基本经济制度。

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包括：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并为其增多创造条件。”“任何人无权利用社会主义财产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和其他自私目的。”（第10条）
 
[20]

 《俄罗斯联邦宪法》取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国家经济制度基础的提法，代之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宣布：“私有权受法律保护”（第35条第1款），“每个人都有权拥有私有财产，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掌管、使用和支配这些财产”（第35条第2款）
 
[21]

 。同时强调“俄罗斯联邦是社会国家”（第7条），“在俄罗斯联邦，对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予以同样的承认和保护”（第8条第2款）
 
[22]

 。

第四，《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了俄罗斯的国家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继承国，已无须再使用“主权国家”、“在经过革新的苏维埃联盟中建立民主的法制国家”等词句了。

第五，《俄罗斯联邦宪法》对联邦体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俄罗斯联邦的联邦体制建立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完整、国家权力体系一致、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划分管辖对象和分权、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平等与自决的基础上”（第5条第3款）；“俄罗斯联邦在其全部领土上享有主权”，“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在其全部领土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俄罗斯联邦保障自己领土的完整和不受侵犯”（第4条）
 
[23]

 ；“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保障在俄罗斯联邦全境实现联邦国家权力的全权”（第78条第4款）
 
[24]

 。

与1978年宪法相比，《俄罗斯联邦宪法》有关属于俄罗斯联邦管辖、属于俄罗斯联邦和联邦各主体共同管辖以及联邦各主体独立行使的权限范围方面的规定变化不大，只是在行文中改变了过去就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边疆区和州分别设立章节［原宪法第8、9章，9（1）］的做法，从而淡化了不同联邦主体间的区别，以实现“在同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相互关系方面，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一律平等”（第5条第4款）
 
[25]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各派二名代表组成：一名国家权力代表机关代表和一名国家权力执行机关代表”（第95条第2款）
 
[26]

 。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65条第1款开列了组成俄罗斯联邦的联邦主体，其中包括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等建制。

共和国（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共和国的地位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共同确定，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拥有自己的章程和法律，它们的地位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相应的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通过的各自的章程规定。

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的国籍是唯一的和平等的。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只有一个国籍，即联邦国籍，联邦主体不具有国籍。在国家语言方面，宪法规定，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全境内的国语，但是，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在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国家机构中，共和国国语和俄罗斯联邦国语一起使用。另外，俄罗斯联邦保障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享有保留本族语言、建立学习和发展本族语言条件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国家权力由它们组建的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同时，通过宪法、联邦条约和其他条约的规定，划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管辖职权。根据宪法的有关条款，在俄罗斯联邦管辖范围之外和俄罗斯联邦对其与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共同管辖的对象所拥有的权力之外的所有国家权力由俄罗斯联邦各主体行使，且各主体可以对属于自己的职权实施包括通过法律和其他法规在内的法律调节；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和自治区的国家权力机关系统，由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的原则和联邦法律规定的组织国家权力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一般原则独立确定。

在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相互关系中，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必须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联邦通过的法律及其他法规不得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相抵触。

宪法第71、72和73条对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所属的职权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属俄罗斯联邦中央管辖的权力主要有：通过和修改俄罗斯联邦宪法与联邦法律，监督其执行情况；维护联邦体制和俄罗斯联邦领土的完整；确定联邦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机关系统及其建立和活动的程序；成立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管理联邦国家财产，包括联邦银行在内的联邦经济部门；确定俄罗斯联邦在国家、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和民族发展方面的联邦政策和联邦计划的基本原则；规定统一市场的法律规则，关税、货币及价格政策；制定联邦预算与税收；负责联邦运输、交通与通信方面的活动；负责联邦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联系，包括联邦国际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监督国防生产与防务安全问题；保卫俄罗斯联邦的国家边境、领海、领空、特别经济区和大陆架地位的确立；负责管理国家司法体系与确保其正常运行，等等。

属于俄罗斯联邦中央和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共同管辖的权力是：保证共和国的宪法与法律，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区的章程、法律及其他法规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维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负责国家财产的划分与自然资源的利用；确定俄罗斯联邦税收的一般原则；规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体系的一般原则；协调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联系，履行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

宪法规定，在俄罗斯联邦管辖范围之外和俄罗斯联邦对其与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共同管辖的对象所拥有的权力之外的所有权力由俄罗斯联邦各主体行使。

联邦中央所属的职权大多涉及有关国家总体规划、管理和安全，关系到全体人民利益方面的重大问题。而联邦中央和联邦各主体共同拥有的职权则主要局限在有关社会服务、公民事务的一般原则等需各主体协商方能确定的一系列问题上。属于联邦主体的职权却因为宪法未给出具体的文字表述，而使其拥有的范围更大更广，为各主体自主、有效地处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宪法特别强调指出：在俄罗斯联邦管辖范围之内和俄罗斯联邦对其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共同管辖的对象所拥有的权力范围之内，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执行权力机关组成俄罗斯联邦统一的执行权力机关系统；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保障在俄罗斯联邦全境实现联邦国家权力的全权。这样，联邦中央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各联邦主体有支配权，尤其在联邦预算、联邦税收以及关税等方面联邦各主体必须服从联邦中央的统一管理与调配。

四 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第80条第1款），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第80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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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第87条第l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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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受侵犯”（第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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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任期四年，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规定，俄罗斯总统的主要职权范围是：

（一）作为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人，总统有权采取措施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协调一致工作和相互作用；有权利用协商程序解决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以及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有权废除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律、国际义务相抵触或侵犯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联邦主体文件的效力；有权就联邦法律、议会、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向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询问；有权决定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俄罗斯联邦国籍问题和提供政治避难问题；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办事机构；任免俄罗斯联邦总统全权代表。

（二）总统拥有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的权力和公布法律的权力。宪法规定：“通过的联邦法律应在5日内送交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和颁布”（第107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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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拥有规定国内外政策基本方针、向联邦会议（议会）提交有关国内形势和国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的年度咨文、发布命令和指示的权力。

（三）总统拥有广泛的执行权力。

（1）对政府实行垂直领导，主持俄罗斯联邦政府会议。

（2）拥有外交方面的权力：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代表俄罗斯联邦；同联邦会议相应委员会或两院委员会协商后任免俄罗斯驻外国和国际组织的外交代表；接受外国外交代表的国书；谈判并签署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领导俄罗斯外交政策。

（3）身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统帅，拥有军事方面的权力：统率全军；批准俄罗斯军事理论；任免军队最高指挥官；成立并领导安全会议；宣布全国或个别地区实行战时状态和紧急状态（应立即通知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

（4）对政府和司法部门关键职务拥有任免权：征得国家杜马同意，任命俄罗斯联邦总理；作出俄罗斯联邦政府辞职的决定；根据总理提议，任免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部长；任命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以外的其他联邦法院审判员；有权向国家杜马提出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候选人，提出解除其职务问题；向联邦委员会提出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审判员候选人、俄罗斯总检察长候选人；向联邦委员会提出解除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职务的问题。

（四）总统对议会工作拥有重要的权力：有权召集国家杜马会议；有权解散国家杜马，决定国家杜马选举。

（五）总统拥有实行特赦的权力。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总统不受侵犯。但是如果总统犯有叛国罪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可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罢免其总统职务。

在俄罗斯总统辞职、被解职以及因健康原因完全不能履行总统职权的情况下，由俄罗斯政府总理担任临时代理总统。但代理总统无权解散国家杜马、确定全民公决和对联邦宪法条款提出修改建议。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应在总统权力提前停止行使后的3个月内举行。

俄罗斯第一次全民选举总统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6月12日。6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他们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苏联安全会议成员巴卡京（В.Бакатин）、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Н. Рыжков）、苏联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В.Жириновский）、克麦罗沃州苏维埃主席图列耶夫（А.Тулеев）、伏尔加河军区司令马卡绍夫（А. Ма-кашов）。这次总统选举，选民的积极性很高，投票率高达74.7%。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获得57.3%选票顺利当选俄罗斯总统。

1996年6月16日举行了第二届总统选举。这也是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按照新选举法举行的新一届总统选举。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包括俄罗斯在任总统叶利钦、俄共主席久加诺夫（Г.Зюганов）、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Г. Явлинский）、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М.Горбачев）、退役将军列别德（А.Лебедь）等11人。选举过程中，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第一轮选举结束后，投票结果没有一位候选人获得法定的半数以上选票。按照规定，7月3日，在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两名候选人——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之间举行了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获得53.8%的选票，连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提前半年辞去总统职务。依照俄罗斯议会1999年12月1日通过的新《俄罗斯总统选举法》，2000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于2000年3月26日举行。在俄罗斯109372046有选举权的选民中有75181071人，即68.74%的选民参加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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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新总统选举法，代总统普京（В. Путин）、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前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Ю.Скуратов）等11位总统候选人竞选总统。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了52.94%的选票，当选俄罗斯总统，同年5月7日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2004年3月14日，俄罗斯举行第四届总统选举。时任总统普京、独立候选人格拉济耶夫、袴田、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自由民主党推举的候选人马雷什金、生活党推举的候选人米罗诺夫等6位总统候选人进行了角逐，最终普京战胜其他5位总统候选人，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的执行权力由俄罗斯联邦政府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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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政府的职权包括：“①制定并向国家杜马提出联邦预算并保障其执行；向国家杜马报告预算执行情况；②保障在俄罗斯实行统一的金融、信贷和货币政策；③保障俄罗斯联邦在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生态领域实行统一的国家政策；④管理联邦财产；⑤实施保障国家防御、国家安全和贯彻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措施；⑥实施保障法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保护财产和社会秩序以及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措施；⑦履行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法律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所赋予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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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政府首脑是政府总理（部长会议主席），“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确定俄罗斯联邦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和组织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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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随后组成俄罗斯政府，6月15日И.西拉耶夫（И.Силае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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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仅仅过了一年三个月，1991年9月2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对西拉耶夫政府反危机措施工作不满意的决议，并责成叶利钦总统提出新政府组成和制定行动纲领；同年9月26日西拉耶夫在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退休。此后至1992年12月4日，俄罗斯联邦政府中只有副总理，1992年6月15日叶利钦总统曾任命Е.盖达尔（Е.Гайдар）为代总理，由于叶利钦总统知道对盖达尔的总理提名不会被最高苏维埃批准，所以直到下一任总理上任前，政府只有代总理。

此后，俄罗斯历任政府总理是：

В.切尔诺梅尔金（В.Черномырдин）（任期1992年12月14日至1998年3月23日）；

С.基里延科（С.Кириенко）（任期1998年4月24日至1998年8月23日）；

Е.普里马科夫（Е.Примаков）（任期1998年9月11日至1999年5月12日）；

С.斯捷帕申（С.Степашин）（任期1999年5月19日至1999年8月9日）；

1999年8月17日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总理，同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由总理普京任俄罗斯代总统。2000年5月7日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同日，普京提名М.卡西亚诺夫（М.Касьянов）为俄罗斯代总理。2000年5月1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批准卡西亚诺夫为政府总理。

2004年2月24日，普京总统签署命令宣布解散卡西亚诺夫任总理的俄罗斯政府，任命副总理赫里斯坚科为代总理。3月1日普京总统提名俄罗斯驻欧盟全权代表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为总理，3月5日国家杜马以352票赞成，58票反对和2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普京总统对弗拉德科夫的总理提名。

2007年9月12日，普京总统接受了以弗拉德科夫总理为首的政府提出的辞呈，随后签署总统令解散政府，并于当天提名金融监管局局长祖布科夫（Зубков Викт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为总理候选人。9月14日，国家杜马在全体会议上以381票赞成、47票反对和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祖布科夫出任新政府总理的提名。

2008年5月8日，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名普京为政府总理，当日中午，俄罗斯国家杜马全体会议以392票赞成、56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最终通过了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普京的总理候选人提名。随后，梅德韦杰夫总统迅速签署总统令，任命普京为俄罗斯新一届政府总理。

第二节 国家机构

在俄罗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国家机构包括总统直属机构体系、执行权力系统、立法权力系统、司法权力体系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комиссия）、俄罗斯联邦审计院（Счет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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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统直属机构体系

总统直属机构体系包含四个分支体系：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体系；总统全权代表体系；总统办事机构体系；总统直属国家机关机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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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体系

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分为两类：常设性的会议咨询机构和临时性的会议咨询机构。在叶利钦时期，常设性的会议咨询机构共有23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俄罗斯联邦国防会议，总统委员会，总统对外政策委员会，总统政治咨询委员会，总统直属反政治极端主义委员会，总统直属完善司法问题会议，总统直属在联邦主体进行宪法法律改革时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关系委员会，总统直属与宗教联合组织相互关系委员会，总统直属立法提案委员会，总统直属人权委员会，总统直属妇女、家庭和人口问题委员会，总统直属国籍问题委员会，总统国家公务委员会，总统直属最高军职、军衔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委员会，总统直属国家奖赏委员会，总统直属文化艺术国家奖金委员会，总统直属老战士委员会，总统直属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总统直属战俘、被扣留者和失踪者委员会，总统直属残疾人事务委员会，总统直属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临时性会议咨询机构，如总统直属加强税收和预算纪律临时紧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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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地位特殊。因为它是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唯一明文要求成立的、隶属于总统的会议咨询机构。它拥有六类职能：审议安全保障领域的政策问题和法律草案；准备总统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决定和命令草案；组织制定安全保障战略和联邦目标规划；评价分析国内外威胁等信息；监督安全保障战略的实施；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保障领域的其他问题。安全会议主席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安全会议的常务成员和成员，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根据安全会议秘书的提名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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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会议的常务成员通常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等。

安全会议的成员通常有：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俄罗斯联邦保卫局长，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俄罗斯联邦原子能部长，俄罗斯联邦边防局长，俄罗斯联邦国防工业部长，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俄罗斯联邦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长。

普京上任以来，在加强联邦制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将全国所有联邦主体划分为七个联邦区，并向各联邦区派驻总统全权代表，而派驻各联邦区的全权代表也成为安全会议的成员。

安全会议的工作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主席领导，安全会议定期召开会议，每月不得少于一次，需要时可召开非例行会议，会议由安全会议主席主持。安全会议秘书同安全会议成员一起举行工作会议。安全会议的决定在安全会议常委会上由简单多数票通过，经安全会议主席批准后生效。安全会议有关重要问题的决议由总统命令形成，其他决议通过协商决定。

提交安全会议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草案须在由安全会议秘书主持的安全会议成员会议上先行讨论，安全会议成员在通过决议时拥有平等的权利。

安全会议秘书负责安全会议会议的举行，保障安全会议决议草案的起草。安全会议秘书是俄罗斯联邦官员，直接归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并由总统任免。安全会议秘书对保障安全会议的活动和执行安全会议通过的决议负有个人责任。

安全会议根据活动的主要任务和方针设立常设性的工作机关（跨部门委员会）和临时性的工作机关。

（二）总统全权代表体系

俄罗斯总统全权代表体系由三类总统全权代表组成。

1.总统驻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权代表

为保证总统同其他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相互作用，总统向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等国家机关派驻总统全权代表。

2.总统驻联邦主体和联邦区的全权代表

叶利钦时期，为保障总统同各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相互作用，总统向各联邦主体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总统驻联邦主体全权代表的职权比较广泛，主要是监督联邦主体遵守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情况，维护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情况。普京上任伊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俄罗斯联邦体制进行改革。2000年5月13日和18日，普京连续颁布了关于在俄罗斯按地域原则成立7个联邦区及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的总统令，89个联邦主体被全部划归这7个联邦区，总统通过向联邦区派驻全权代表的方式直接管理联邦区内事务。

总统派驻7个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是：

远东联邦区：К.普利科夫斯基；

西北联邦区：В.马特维延科；

中部联邦区：Г.波尔塔夫琴科；

北高加索（南部）联邦区：В.卡赞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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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伯利亚联邦区：Л.德拉切夫斯基；

乌拉尔联邦区：П.拉特舍夫；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С.基里延科。

3.总统驻独联体成员国全权代表

俄罗斯联邦总统派出这类全权代表以保持与独联体成员国的联系。

（三）总统办事机构体系

总统直属办事机构体系，主要指由总统办公厅主任领导的总统办公厅。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办公厅由总统组成，是总统领导的常设办事机构。总统办公厅下设20多个独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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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普京上任后一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亚历山大·沃洛申于2003年10月下旬辞职，以抗议当局逮捕俄罗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30日普京总统签署总统令，解除沃洛申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并任命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为新一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法学副博士，1990～1999年间在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任助教、副教授，1999年出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2000年6月改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2004年3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总统令改组总统办公厅，总统办公厅主任仍由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由原来的7位减少到2位，两位副主任是伊戈尔·谢钦和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和2位副主任同时兼任总统助理。总统新闻秘书阿列克谢·格罗莫夫、礼宾官伊戈尔·谢戈廖夫保留原职。原来其他几位办公厅副主任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波尔利耶娃、谢尔盖·普里霍季科、伊戈尔·舒瓦洛夫和维克托·伊万诺夫转任助理之类的职务。总统办公厅原来的4个总局和14个局合并为12个局。除保留原来的3个局——外交政策局、信息和文件保障局、与公民交流局外，其他的9个局是改组而成的。国家法制局是由原来的国家法制总局改组成，局长仍是拉里莎·布雷切娃，她也是另一名总统助理。监察局由监察总局改组而成。内政局由内政总局和国土总局合并而成。人事和国家奖励局由人事局和国家奖励局改组而成。新闻信息局由原来的新闻局和信息局合并而成。礼宾组织局在礼宾局和总统组织局基础上组建。撤销原来的经济局、改组原来的鉴定局而组建成鉴定局。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局是撤销公民问题局和特赦问题局而组建的。国家情报问题局是总统办公厅的一个新机构。除此之外，联邦安全会议、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事务局、顾问机构、秘书处，作为独立的机构并以总统办公厅下属局的资格包括在总统办公厅之内。总统顾问机构作为总统办公厅一个单独的部门。

（四）总统直属国家机关机构体系

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总统全权代表、总统办公厅，均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在总统直属机构体系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一些总统直属国家机关。它们主要是：总统直属新闻争议高等法院，总统直属哥萨克部队总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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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三个总统直属的工作机关也属于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它们是：俄罗斯联邦总统专门规划总局，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技术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总统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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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执行权力系统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的执行权力由联邦政府行使。

联邦政府由政府总理、政府副总理和联邦部长组成。其中，政府总理由总统任命并需征得国家杜马的同意。政府总理在就任后的一周内向总统提交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组成的建议，以及政府副总理和联邦部长人选。

政府总理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和总统令确定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和组织政府的工作。

政府的职权包括：制定并向国家杜马提出联邦预算并保障其执行；向国家杜马报告联邦预算执行情况；保障在俄罗斯实行统一的金融、信贷和货币政策；保障俄罗斯联邦在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生态领域实行统一的国家政策；管理联邦财产；实施保障国家防御、国家安全和贯彻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措施；实施保障法制、联邦法律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所赋予的其他职权等。

政府有权颁布决议和命令，并保障其执行。政府的决议和命令在与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和联邦总统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总统可将其废除。

政府向新当选的总统卸任。政府可以提出辞职，由总统接受或拒绝。国家杜马可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关于对政府表示不信任的决定应由国家杜马代表总数的多数票通过。在国家杜马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后，总统有权宣布政府辞职或不同意国家杜马的决定。如国家杜马在3个月内重提对政府的不信任，则总统或宣布政府辞职，或解散国家杜马。

政府总理可以向国家杜马提出对联邦政府的信任问题。如果国家杜马拒绝提出信任，总统在7日内作出俄罗斯联邦政府辞职或者解散国家杜马和确定重新选举的决定。政府在辞职或卸任的情况下，可受总统的委托继续行使职权，直至新政府组成。

在普京于2004年3月9日宣布新政府组成并削减政府部的数量之前，俄罗斯联邦政府下设机构分为联邦部（Федеральны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комите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的联邦委员会（Федеральные комиссии России）、俄罗斯的联邦总局（Федеральные службы России）、俄罗斯署（Российские агентства）、俄罗斯的联邦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ые надзоры России）等。

联邦部包括：核能部；内务部；民防、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反垄断政策和支持企业家活动部；出版、无线电广播和大众传播媒体事务部；税收和收费部；卫生保健部；财产部；外交部；文化部；国防部；教育部；联邦和民族、移民政策部；自然资源部；工业、科学和工艺部；交通部；邮电和信息部；农业部；运输部；劳动和社会发展部；财政部；经济发展和贸易部；能源部；司法部。

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委员会包括：国家体育运动和旅游委员会；国家渔业委员会；国家标准化和计量委员会；国家统计委员会；国家建筑和住宅公用事业综合体委员会；国家海关委员会。

俄罗斯的联邦委员会包括：联邦有价证券市场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

俄罗斯的联邦总局包括：联邦对外情报总局；联邦档案总局；联邦大地测量和绘图总局；联邦铁道部队总局；联邦地籍总局；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保护总局；联邦安全总局；联邦金融整顿和破产总局；联邦税务警察总局；联邦保卫总局；联邦边防总局；联邦专业建筑工程总局。

俄罗斯署包括：航空航天署；联邦弹药署；联邦常规武器署；联邦管理制度署；造船署；专利和商标署；国家资源署。

俄罗斯的联邦监督局包括：联邦矿山和工业监督局；联邦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监督局。

此外，俄罗斯联邦总统专门规划总局，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技术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总统事务局这三个机关也在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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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联邦各部之外的其他各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总局、俄罗斯署、俄罗斯的联邦监督局以及属总统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专门规划总局、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技术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总统事务局是联邦政府所属的主管部门，它们就其管辖的问题实施跨部门管理，实施专门的执行、监督、批准和技术监督职能。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不是联邦政府的成员。

在俄罗斯，有“强力部门”这一术语，根据俄罗斯联邦相关法律，“强力部门”是涉及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联邦执行权力机构。与其他执行权力机构一样，“强力部门”也几经变化。叶利钦时期，曾经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进行改组，将其一分为五，以其为基础先后成立了联邦警卫总局、联邦政府通信和信息署、联邦对外情报总局、联邦边防总局和联邦安全总局。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强力部门”最终增加到12个。普京执政时期，为提高执行权力机构的工作效率，曾经几次对执行权力机构进行调整，总的趋势是精简、合并，“强力部门”的数量也随之减少。2003年11月，普京签署总统令对部分“强力部门”进行了改组：撤销联邦税警总局、联邦政府通信和信息署、联邦边防总局。2004年3月9日之前，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共有9个：国防部，内务部，民防、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司法部，联邦安全总局，联邦对外情报总局，联邦警卫总局，联邦铁道兵总局和国家海关委员会。2004年3月9日普京总统宣布新政府组成并削减政府部的数量，随着联邦铁道兵总局被撤销，“强力部门”的数量也相应地减为8个。直属总统的其他部和总局还有：外交部、俄罗斯联邦国家信使总局、俄罗斯联邦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流通监管总局、俄罗斯联邦总统专项计划总局（联邦署）、俄罗斯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联邦署）。

而2004年3月政府改组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中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的部和总局的数量大大增加（见表3-1）。

表3-1 俄罗斯联邦权力执行机关组成（俄罗斯联邦总统2004年3月9日314号总统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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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9日，普京发布《关于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系统和结构》的314号总统令（Указ《О системе и структур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对俄罗斯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进行重大调整，不仅大大缩减了部级单位的数量，而且改变了以前由联邦部、俄联邦的国家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总局、俄罗斯署、俄罗斯的联邦监督局等组成的多重架构，明确规定建立联邦部（федеральны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联邦总局（федеральные службы）、联邦署（федеральные агентства）三级架构，而某些部下设局（служба）、监督局（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署（агентств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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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总统令决定撤销：

俄联邦反垄断政策和支持企业家活动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俄联邦原子能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俄联邦出版、无线电广播和大众传播媒体事务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ам печати， телерадиовещания и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俄联邦卫生保健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财产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文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教育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工业、科学和工艺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交通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邮电和信息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связи и информатизации）；

俄联邦运输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тран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劳动和社会发展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труд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能源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联邦国家渔业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рыболовству）；

俄联邦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спорту）；

联邦有价证券市场委员会（Федераль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рынку ценных бумаг）；

联邦大地测量和绘图总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еодезии и кар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и）；

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保护总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 по гидрометеорологии и мониторингу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联邦铁道兵总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войс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联邦金融整顿和破产总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 по финансовому оздоровлению и банкротству）；

联邦弹药署（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боеприпасам）；

联邦常规武器署（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обычным вооружениям）；

联邦指挥系统署（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истемам управления）；

造船署（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2）该总统令决定新建以下部、总局、监督局、署，并将撤销的原部、委员会、总局、署所担负的职能转交相应的部、总局、监督局、署。

俄罗斯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行使原卫生保健部及劳动和社会发展部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文化与传媒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и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行使原文化部及出版、无线电广播和大众传播媒体事务部的职能，领导由原联邦档案总局改组而成的俄罗斯联邦档案署，同时负责解决有关族际关系问题；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下设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专利与商标局（由原专利和商标署改组而成）、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监督局、俄罗斯联邦科学署、俄罗斯联邦教育署，承担原俄联邦教育部全部职能及原俄联邦工业、科学和工艺部有关科学领域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能源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承担原俄联邦工业、科学和工艺部除科学领域外的职能，并在改组原俄联邦能源部、俄联邦原子能部、联邦弹药署、联邦常规武器署、联邦指挥系统署、造船署、联邦矿山和工业监督局、联邦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监督局以及国家标准化和计量委员会、国家建筑和住宅公用事业综合体委员会、航空航天署的基础上，下设俄罗斯联邦原子能监督局、俄罗斯联邦计量和技术管理局、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督局、俄罗斯联邦原子能署、俄罗斯联邦航天署、俄罗斯联邦工业署、俄罗斯联邦公共设施与建设署、俄罗斯联邦能源署，承担相应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交通运输与通信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транспорта и связ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承担原俄联邦交通部、俄联邦运输部及俄联邦邮电和信息部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ая служба），承担原俄联邦反垄断政策和支持企业家活动部除保护企业家权利和支持小商人以外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动植物卫生检疫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ветеринарному и фитосанитарному надзору）；

俄罗斯联邦处罚执行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исполнения наказаний）；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俄罗斯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

俄罗斯联邦生态和自然利用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экологии и природопользования）；

俄罗斯联邦通信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связи）；

俄罗斯联邦交通运输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транспорта）；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社会福利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защиты прав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человека）；

俄罗斯联邦注册登记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俄罗斯联邦保险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страхового надзора）；

俄罗斯联邦法警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судебных приставов）；

俄罗斯联邦劳动与就业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труду и занятости）；

俄罗斯联邦金融市场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финансовым рынкам）；

俄罗斯联邦原子能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俄罗斯联邦水资源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в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俄罗斯联邦航空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воздуш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俄罗斯联邦公路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дорож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俄罗斯联邦铁路运输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俄罗斯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ю и соци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俄罗斯联邦文化与电影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культуре 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俄罗斯联邦林业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俄罗斯联邦海运河运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морского и реч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俄罗斯联邦科学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науке）；

俄罗斯联邦矿产开发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недропользованию）；

俄罗斯联邦教育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образованию）；

俄罗斯联邦工业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俄罗斯联邦新闻出版与传媒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ы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俄罗斯联邦渔业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рыболовству）；

俄罗斯联邦通信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связи）；

俄罗斯联邦农业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ельскому хозяйству）；

俄罗斯联邦联邦资产管理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имуществом）；

俄罗斯联邦体育、运动和旅游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порту и туризму）；

俄罗斯联邦能源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энергетике）；

俄罗斯联邦国库局（Федеральное казначейство）。

（3）该总统令决定更改以下单位的名称：

原俄罗斯联邦国家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流通监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оборотом наркот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и психотропных веществ ）更名为俄罗斯联邦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流通监管总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оборотом наркот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и психотропных веществ）；

原俄罗斯联邦专项建设总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更名为联邦专项建设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原联邦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ый надзор России по ядерной и ради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更名为联邦原子能监督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атомному надзор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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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普京签署命令，任命了新一届俄罗斯联邦政府成员：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茹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Жуков）——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科扎克（Дмитрий Козак）——俄罗斯联邦政府办公厅主任（部长级）；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Гордеев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

格尔曼·奥斯卡罗维奇·格列夫（Греф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留任）；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祖拉博夫（Зураб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长；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留任）；

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库德林（Кудрин Алекс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留任）；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Лавров 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伊戈尔·叶夫根耶维奇·列维京（Левитин Игорь Евгеньевич）——俄罗斯联邦交通与通信部长；

拉希德·古马罗维奇·努尔加利耶夫（Нургалиев Рашид Гумарович）——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俄罗斯联邦文化与传媒部长；

尤里·彼得罗维奇·特鲁特涅夫（Трутнев Юрий Петрович）——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长；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富尔先科（Фурсенко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长；

维克托·鲍里索维奇·赫里斯坚科（Христенко 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能源部长；

尤里·雅科夫列维奇·柴卡（Чайка Ю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留任）；

谢尔盖·库茹格托维奇·绍伊古（Шойгу Сергей Кужугетович）——俄罗斯联邦民防、紧急情况及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长（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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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原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改任安全委员会秘书。

普京执政以来，政府和官员队伍保持着高度稳定，除2004年3月在其竞选总统连任前曾经解散政府外，很少对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因此2005年11月14日普京对总统办公厅和政府领导成员的大幅度调整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次人员调整中，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秋明州州长谢尔盖·索比亚宁（Собянин Сергей Семенович）接替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位；谢·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被任命为副总理，同时仍然兼任国防部长职务。改组政府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工作。梅德韦杰夫担任第一副总理，其主要职责是实施普京2005年9月提出的在2008年前实施发展保健、教育、农村建设和住房建设的四大“国家优先发展项目”。伊万诺夫的主要职责，则是在副总理的职位上，整合所有“强力部门”，继续推动军队改革。

2007年9月14日，祖布科夫出任政府总理。9月24日，新一届联邦政府组成完毕。前政府的两位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和梅德韦杰夫，两位副总理茹科夫和纳雷什金人选都没有变化，仅增设一名副总理库德林（兼任财政部部长）。同时，纳比乌林娜替代格列夫出任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原财政部副部长戈利科娃替代祖拉博夫出任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长。原总统驻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科扎克替代雅科夫列夫出任地区发展部长。

根据普京总统签署的、2007年9月27日公布生效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结构问题》的总统令，对俄罗斯联邦权力执行机关组成作了调整。主要变化有：将原联邦渔业署变更为联邦国家渔业委员会、成立由政府直接领导的国家青年事务委员会；将联邦财政监督局的工作划归政府直接领导；规定政府总理下设5个副总理，其中两个第一副总理，另外3个副总理，其中1个兼任政府办公厅主任、1个兼任财政部长，等等。

2008年5月8日普京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后，在政府组成时设置了7个副总理位置，其中2个为第一副总理，他们是第一副总理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祖布科夫、第一副总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舒瓦洛夫（Шувалов Игорь Иванович）、副总理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茹科夫、副总理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伊万诺夫、副总理（兼联邦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库德林、副总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谢钦（Сечин Игорь Иванович）、副总理（兼联邦政府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谢苗诺维奇·索比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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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5月15日首次召开的新一届政府内阁会议上，根据普京总理的提议，为提高政府工作的机动性，成立了联邦政府主席团。政府主席团成员由15人组成，除总理和7名副总理外，还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农业部长、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卫生与社会发展部长、地区发展部长。政府主席团将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而政府内阁会议将不会少于每月一次。

表3-2 俄罗斯联邦权力执行机关组成（2007年9月27日公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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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法权力系统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4条规定“俄罗斯联邦会议为俄罗斯联邦议会，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两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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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院有各自的组织系统，成立了一些往往是彼此重复的分支机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各自的规则独立地确定特殊的内部结构。国家杜马议员、联邦委员会成员以及保障两院工作的国家公务员分布在两院的各种内部结构中，以使其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有助于解决俄罗斯联邦会议两院所面临的任务，合理地行使赋予它们的权力。

（一）联邦委员会机构

1.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是联邦委员会的领导人。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01条第1款规定：“联邦委员会在其成员中选举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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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联邦委员会成员使用选票秘密选举产生。联邦委员会可以通过决定，使用电子表决系统秘密投票，也可以公开投票。联邦委员会主席职务候选人由联邦委员会成员提名，联邦委员会每个成员有权提出一名候选人。被提名入选联邦委员会主席的联邦委员会成员有权声明放弃候选人资格，放弃候选人资格的声明无须讨论和投票表决。经联邦委员会讨论后确定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名单提交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投票表决，获得联邦委员会成员半数以上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如果提出两个以上联邦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而其中任何一人都未能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就要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得票最多但不少于联邦委员会成员半数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如果第二轮投票仍未能选出联邦委员会主席，那么就要从提名候选人开始重复整个选举程序。

联邦委员会自行决定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的数量问题。联邦委员会主席提出副主席候选人，联邦委员会就每个副主席候选人进行讨论和分别投票表决。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或者当选的副主席人数少于联邦委员会所规定的人数，就要从提名候选人开始重复整个选举程序。投票表决机关由联邦委员会决议加以确认。

另一项重要规定是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不能是来自俄罗斯联邦同一个联邦主体的代表。也就是说，在选举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时应该考虑照顾尽可能多的不同联邦主体的利益。

根据宪法第二部分“结论性和过渡性条款”中第7款的规定，“第一届联邦委员会……任期为两年”
 
[51]

 。因此，第一届联邦委员会的任期到1995年12月止。第一届联邦委员会主席是В.Ф.舒梅科（В.Ф.Шумейко）（1994年1月13日当选），副主席是Р.Г.阿卜杜拉季波夫（Р.Г.Абдулатипов）和В.Н.维克托罗夫（В.Н.Викторов）。

第二届联邦委员会主席是奥廖尔州州长Е.С.斯特罗耶夫（Е.С.Строев）（1996年1月23日当选），副主席是В.М.祖博夫（В.М. Зубов ）、В.М. 科科夫（В.М .Коков）、О.П.科罗廖夫（О.П. Королев）、В.М.普拉托诺夫（ В. М.Платонов）。

现任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Миронов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来自圣彼得堡国家立法（代表）权力机关〕，2001年6月13日任主席职务，职务任期至2012年3月。

联邦委员会副主席4人：

Д.Ф.梅泽涅茨（Мезенцев Дмитрий Федорович）（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企业和财产委员会成员，联邦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成员，联邦委员会文化委员会成员，来自伊尔库茨克州国家执行权力机关），2002年1月16日任副主席职务，职务任期至2008年4月。

М.Е.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 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来自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国家执行权力机关〕2002年1月28日任副主席职务，职务任期至2012年1月。

С.Ю.奥尔洛娃（Орлова Светлана Юрьевна）（联邦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成员、联邦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审计署相互关系委员会成员、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活动保障监督委员会成员，来自克麦罗沃州人民代表苏维埃），2001年11月24日任副主席职务，职务任期至2008年1月。

А.П.托尔申（Торш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Порфирьевич）（联邦委员会章程与议会活动组织委员会成员、联邦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马里共和国政府），2001年1月26日任副主席职务，职务任期至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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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委员会主席的职权是：将联邦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交联邦委员会审议；主持院会议；签署联邦委员会决议；将国家杜马赞同的联邦宪法性法律草案、国家杜马通过的联邦法律以及拟议将作为立法倡议递交国家杜马讨论的法律草案提交联邦委员会相关的委员会审议；将联邦委员会赞同的联邦宪法性法律和联邦法律提交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和颁布；指导和监督联邦委员会机关（Аппарат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的活动；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决定联邦委员会活动组织的其他问题。

联邦委员会主席就其职权所属范围颁发命令和交办任务。联邦委员会有权撤销联邦委员会主席与俄罗斯联邦立法和现行规则相抵触的任何命令和委托。联邦委员会主席代表联邦委员会作关于院活动和关于院立法工作规划草案的报告。联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在联邦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联邦委员会可以就讨论结果通过决议。

联邦委员会主席直属下设学术咨询委员会。

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在联邦委员会主席缺席情况下代行其职责。根据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委托，副主席有权签署院的决议、发布命令、组织联邦委员会下设各委员会的协同动作；按各副主席之间职责划分就院活动内部程序问题行使其他全权。

联邦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活动由他们各自的秘书处加以保障。

联邦委员会可以多数票通过决议罢免联邦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罢免主席或副主席的问题，在收到联邦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个人声明时或根据联邦委员会不少于五分之一成员的提议，由联邦委员会审议。联邦委员会主席也有权要求审议罢免副主席职务的问题。罢免主席、副主席职务的问题无须投票表决和讨论便可列入有关个人声明、提议或要求提出后最近的一次联邦委员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中。解除他们的职务须经上院决议确认。

2.联邦委员会下设委员会

根据宪法和联邦委员会规则的有关规定，联邦委员会自行决定自己的内部结构。1993年第一次议会选举之后，联邦委员会成立了11个常设委员会，它们是：

农业政策委员会；

预算、财政、货币和投资协调、货币发行、税收政策和海关协调委员会；

安全与国防问题委员会；

科学、文化和教育委员会；

经济改革委员会；

独联体事务委员会；

联邦事务、联邦条约和地区政策委员会；

宪法立法和司法法律问题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

社会政策委员会；

规则委员会。

1995年12月议会选举后，根据联邦委员会1998年7月1日的决定，对联邦委员会下设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决定成立以下常设委员会：

宪法立法和司法法律问题委员会；

安全与国防问题委员会；

预算、税收政策、财政、货币和海关协调、银行活动委员会；

社会政策问题委员会；

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

独联体事务委员会；

农业政策委员会；

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生态委员会；

联邦事务、联邦条约和地区政策委员会；

北方和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

此后联邦委员会下设委员会经过调整、变化，目前（2008年10月）为：

宪法立法委员会；

法律和司法问题委员会；

联邦和地区政策事务委员会；

地方自治问题委员会；

国防与安全委员会；

预算委员会；

财政市场与货币流通委员会；

与俄罗斯联邦审计署相互关系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

独联体事务委员会；

章程与议会活动组织委员会；

社会政策与卫生委员会；

教育与科学委员会；

青年与体育运动委员会；

经济政策、企业和财产委员会；

工业政策委员会；

天然垄断部门委员会；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委员会；

农业政策与渔业综合体委员会；

北方和少数民族委员会；

信息政策委员会；

联邦委员会活动保障监督委员会；

国家海洋政策委员会；

文化委员会；

住房政策与住房公共设施委员会；

公民社会制度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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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委员会可以作出决定，撤销或者成立某个下属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职权由联邦委员会规则加以规定。此外，联邦委员会还可以根据具体需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解决具体的问题。

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数量及其职权由联邦委员会规则确定。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任务是：为鉴定国家杜马赞同的联邦宪法性法律草案、国家杜马通过并转交联邦委员会审议的联邦法律而进行准备工作；制定并预先审议法律草案和其他法律文件草案；组织举行议会听证会；解决自己活动和院活动的组织问题。

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立法、联邦委员会决议、联邦委员会规则和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命令。

除联邦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的所有联邦委员会成员均可成为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但每个联邦委员会成员只能成为一个常设委员会的成员。在每个常设委员会中工作的成员不应少于10人。委员会的组成由联邦委员会成员多数票确定，由联邦委员会的决议加以确认。

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在该委员会会议上由委员会成员以多数票选举产生，随后由上院成员以多数票加以确定。在这里，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能是来自俄罗斯联邦同一主体的代表。联邦委员会常设委员会有权解除其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的权力。委员会关于解除其主席行使职权的决定由上院成员多数票通过，并由联邦委员会决议加以确认。

3.联邦委员会理事会及联邦委员会机关

1998年12月2日，联邦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理事会，这是由联邦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各常设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规则和议会程序委员会主席组成的集体会议机构。它承担如下职能：形成院会议议事日程草案；商定院会议问题讨论程序并预先讨论该问题的准备程度；准备邀请出席联邦委员会会议的人员名单。

联邦委员会机关与国家杜马机关在结构、任务和职能方面都十分接近。在联邦委员会机关中工作的有大约800人。

联邦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宪法性法律和联邦法律、总统指示、联邦委员会和政府决议、联邦委员会规则、联邦委员会理事会决定、联邦委员会主席和联邦委员会机关领导人的命令以及有关联邦委员会机关的规章。在联邦委员会机关中禁止形成除工会组织外的一切政党、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组织结构。

联邦委员会机关由联邦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各自的秘书处、各个处、联邦委员会各常设委员会的机构以及其他旨在保证联邦委员会机关活动的各种其他分支机构组成。目前发挥作用的有以下分支机构：法律处；联邦委员会工作组织和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相互联系处（组织处）；信息分析处；国际联系处；干部和国家工作处；新闻服务处；公文处理处；总务处；议会图书馆（该图书馆为联邦会议两院及其各机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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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杜马机构

1.国家杜马主席和副主席

国家杜马主席和副主席是国家杜马的领导人。

国家杜马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由国家杜马议员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国家杜马也可以通过决定举行公开投票。议员团和议员们有权提名国家杜马主席职务候选人，候选人均可列入选票，放弃候选人资格者不被列入选票。获得超过议员总人数一半以上支持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如果提出两个以上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而其中任何一人都未获得当选所需票数，就要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之间举行第二轮投票。在此情况下，每个议员只能投一名候选人的票。获得议员总数中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И.П.雷布金（И. П. Рыбкий）；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Г.Н.谢列兹尼奥夫（Г.Н.Селезнев）；1999年12月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后，谢列兹尼奥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2003年12月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后，2003年12月29日鲍里斯·格雷兹洛夫（Борис Грызлов）当选国家杜马主席。

罢免国家杜马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决定由议员总数的多数票通过。国家杜马自行决定国家杜马副主席的人数，竞争这些职位的候选人由议员团和议员们推举。第一届国家杜马（1993年12月选举产生，任期至1995年12月）没有设立第一副主席职位，副主席是А.Д.文格罗夫斯基（А. Д.Венгеровский）、В.А.科瓦廖夫（В.А.Ковалев）（1995年1月科瓦廖夫被任命为俄罗斯司法部长，同年1月25日俄共党员Г.Н.谢列兹尼奥夫经补选当选国家杜马副主席，接替科瓦廖夫的国家杜马副主席职务）、М.А.米丘科夫（М.А.Мичуков）、А.В.费杜洛娃（А.В.Федулова）。第二届国家杜马（1995年12月选举产生，任期至1999年12月）选举产生了一名第一副主席和5名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Б.Ю.库兹涅佐夫（Б.Ю.Кузнецов），副主席是С.Н.巴布林（С . Н.Бабурин）、С. П. 戈里亚切娃（С. П.Горячева）、М.С.古采里耶夫（М. С. Гуцериев）、А.Н.奇林加罗夫（А.Н.Чилингаров）、М.З.尤里耶夫（М.З.Юрьев）。

第三届国家杜马（1999年12月选举产生）选举产生了一名第一副主席和8名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Л.К.斯利斯卡（Л.К.Слиска），副主席是В.А.阿韦尔琴科（В.А.Аверченко）、Г.В. 博奥斯（Г.В.Боос）、В. В. 日里诺夫斯基（В.В.Жириновский）、В.П.卢金（В.П. Лукин）、П.В.罗曼诺夫（П.В.Романов）、Г.Ю.谢米金（Г.Ю.Семигин）、И.М.袴田（И.М.Хакамада）、А.Н.奇林加罗夫（А. Н.Чилингар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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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家杜马（2003年12月选举产生）选举产生了两名第一副主席和8名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Л.К.斯利斯卡和А.茹科夫（А. Жуков），副主席是В.库普佐夫（В.Купцов）、В. В.日里诺夫斯基、Д.罗戈津（Д. Рогозин）、В.佩赫京（В.Пехтин）、О.莫罗佐夫（О. Морозов）、В.沃洛金（В. Володин）、Г.В. 博奥斯、А.Н.奇林加罗夫。

国家杜马主席的职权是：主持国家杜马会议；掌管国家杜马内部工作程序；组织国家杜马理事会的工作；与国家杜马理事会协商并根据规则和国家杜马工作组织委员会的建议对国家杜马机关的活动实施总的领导；任免国家杜马机关领导人及其第一副主任。后者同时是国家杜马办公厅主任。

国家杜马主席在国内外代表国家杜马，有权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根据宪法第85条为解决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以及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之间的分歧而启动的调解程序。

国家杜马主席将形成的法律草案和有关资料提交各议员团和管辖该法律草案涉及问题的国家杜马相关的委员会审议。

国家杜马主席重要而负有责任的职权是签署国家杜马决议，将国家杜马通过的联邦宪法法律和联邦法律提交联邦委员会审议，将在不同意联邦委员会否决法律决定的情况下国家杜马再次通过的联邦法律提交联邦总统。

国家杜马主席有权就其职权所属范围的问题颁布命令和交办任务；可以酌情将选举空缺的国家杜马副主席职位问题以及填补国家杜马各委员会空缺职位问题列入国家杜马工作议程。

国家杜马主席或根据他的委托由国家杜马副主席向国家杜马提交关于上届国家杜马活动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本届国家杜马立法草案活动规划的报告。

国家杜马主席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不同的社会机构。根据立法工作的需要建立了四个由著名的法学家、人民代表和实际工作者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这四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是宪法立法问题委员会；民法立法问题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立法系统化、法典编纂与法律信息问题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中有15～20人。国家杜马主席确定的原则是这些委员会发挥职能的法律基础。

国家杜马主席秘书处负责保障国家杜马主席的活动。

国家杜马主席的活动仅受国家杜马本身的监督。国家杜马有权修改国家杜马主席的任何命令或委托。

国家杜马副主席在国家杜马主席缺席时代行其职责，根据国家杜马主席的委托主持下院会议，协调国家杜马各委员会的活动，根据各委员会之间的职权划分解决下院内部活动程序的其他问题。国家杜马副主席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有权对国家杜马机关分支机构委派任务。

国家杜马副主席各自的秘书处负责保障他们的活动。

2.国家杜马下设委员会

一般来说，国家杜马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都是按照议员联盟比例代表制原则组成的。每个常设委员会和每个临时委员会的议员人数由国家杜马决定，不得少于12名议员也不得多于35名议员。常设委员会可以就自己活动的主要方面成立委员会分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各常设委员会中，议员人数最多的是预算、税收、银行和财政委员会，议员人数最少的是老战士事务委员会、旅游和体育委员会。

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参照国家杜马副主席的选举程序，根据议会党团和议员团的提名由国家杜马议员多数票选举产生。在此过程中，可以就非差额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表决，选举结果由国家杜马决议加以确定。

常设委员会领导人的产生有着明显的党派背景，进入国家杜马的各党派除了围绕着国家杜马主席、副主席职位展开激烈争夺外，还围绕着各常设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职位展开又一轮争夺。在争斗中各议会党团和议员团所占有的国家杜马议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一届国家杜马23个常设委员会主席中，根据当时各党派的实力，主席职位具体分配情况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占有5个，“俄罗斯民主选择”议会党团占有4个，俄罗斯统一和谐党议会党团、“新地区政策”议员团各占有3个，俄罗斯农业党议会党团、俄共议会党团、“亚博卢”议会党团各占有2个，“俄罗斯妇女”议员团、俄罗斯民主党议会党团各占有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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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常设委员会主席职位中，俄共议会党团占有10个，“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亚博卢”议会党团各占有4个，“人民政权”议员团占有3个，“俄罗斯地区”议员团、农业议员团各占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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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规则规定，除国家杜马主席、副主席、议员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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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外的每个议员都应该加入国家杜马的一个常设委员会，但是规则并没有规定对那些不参加常设委员会工作的议员有何制裁措施。一个议员只能成为国家杜马一个常设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可以在国家杜马成立的许多临时委员会中工作。

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活动以自由讨论和公开性原则为基础。出席各种委员会会议的成员人数在半数以上，该会议便有全权。国家杜马规则规定，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召开会议，但一个月不得少于两次会议。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主席可根据自己的倡议或根据不少于该委员会四分之一成员的建议，决定召开委员会非常会议。委员会的决定由出席委员会的成员以多数票形式通过。国家杜马议员应出席他本人作为其成员的委员会会议，如不能出席会议需将正当理由预先通知委员会主席。

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有权举行有多个委员会联合召开的联席会议，但在这种联席会议上各委员会要分别作出自己的决议。各种委员会有权决定举行不公开的会议，有权就国家杜马例行会议工作程序草案问题向国家杜马理事会会议提出建议。各委员会可以接收不是该委员会成员的国家杜马议员、应邀专家以及国家杜马法律处工作人员、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新闻传媒代表作为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委员会会议。

国家杜马自行决定自己的内部结构。1993年第一次议会选举之后，到1994年5月底国家杜马陆续成立了23个常设委员会，它们是：

农业委员会；

安全委员会；

预算、税收、银行和财政委员会；

地缘政治委员会；

地方自治委员会；

妇女、家庭和青年事务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事务委员会；

独联体事务和侨胞联络委员会；

联邦事务和地区政策委员会；

立法和司法改革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

信息政策和邮电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

教育、文化和科学委员会；

国家杜马工作组织委员会；

保健委员会；

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委员会；

工业、建筑、交通和能源委员会；

资产、私有化和经营活动委员会；

劳动和社会保护委员会；

生态委员会；

经济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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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议会选举后，根据国家杜马规则第20条，第二届国家杜马成立了以下28个常设委员会：

立法和司法改革委员会；

劳动和社会政策委员会；

老战士事务委员会；

保健委员会；

教育和科学委员会；

妇女、家庭和青年事务委员会；

预算、税收、银行和财政委员会；

经济政策委员会；

资产、私有化和经营活动委员会；

农业问题委员会；

工业、建筑、交通和能源委员会；

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委员会；

生态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

安全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

独联体事务和侨胞联络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联邦事务和地区政策委员会；

地方自治委员会；

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事务委员会；

国家杜马规则和工作组织委员会；

信息政策和邮电委员会；

地缘政治委员会；

公债条款变更和科学集约工艺学委员会；

文化委员会；

旅游和体育委员会；

北方和远东问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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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后，在2000年1月18日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27个常设委员会，最后成立了28个常设委员会。与上两届国家杜马相比，常设委员会的设置在基本保持以前的各委员会的情况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国家杜马以及整个俄罗斯所关注的问题发生的变化。这28个常设委员会是：

立法委员会；

国家建设委员会；

劳动和社会政策委员会；

预算和税收委员会；

投资组织和金融市场委员会；

经济政策和企业家活动委员会；

财产委员会；

工业、建筑业和科学集约工艺学委员会；

能源、交通和通信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

安全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

独联体事务和侨胞联络委员会；

联邦事务和地区政策委员会；

地方自治问题委员会；

国家杜马规则和工作组织委员会；

信息政策委员会；

保健和体育运动委员会；

教育和科学委员会；

妇女、家庭和青年事务委员会；

农业问题委员会；

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委员会；

生态委员会；

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事务委员会；

老战士事务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文化和旅游委员会；

北方和远东问题委员会。

实际上，在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召开一星期前各议会党团和议员团就进行了预先磋商，以求达成初步协议。由于在常设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分配中两个最大的议会党团俄共和“团结”联盟，以及与俄共立场十分接近的“人民代表”议员团以实力为后盾，联合起来“私下瓜分了”绝大多数重要职位，引起其他议会党团的不满，在国家杜马第一天的会议上“右翼力量”联盟、“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和“亚博卢”联盟议会党团的议员就愤然退场，以示抗议。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各派达成了妥协，各议会党团和议员团“按实力”瓜分了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国家杜马规则规定，必要时国家杜马可以成立新的委员会，决定成立或撤销国家杜马委员会由国家杜马决议加以确认。

国家杜马可以根据需要就其所管辖的问题以及其内部组织问题成立临时委员会。具体说，成立临时委员会是要解决国家杜马议员资格问题（在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中也有此类机构），国家杜马议员道德和行为规范问题，就一些具体事件和具体公职人员的行为展开调查问题，特别是根据宪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一旦提出弹劾总统问题就需要成立专门的也是临时的委员会开展工作。此外，其他一些原因也可能成为国家杜马成立临时委员会的理由。

由国家杜马议员组成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程序，基本上与常设委员会的组成程序相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任期内成立了27个这样的临时委员会，从其中一些委员会的名称上便可看出这类临时委员会的临时性和针对性，如“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系统临时拘留审讯隔离所中存在的对怀疑和被指控的犯罪人违反人权事实审查委员会”、“车臣共和国危机局势产生原因和状况调查委员会”、“黑海舰队委员会”、“为消除千岛群岛天灾后果制定实施法律和经济措施委员会”、“俄罗斯联邦黄金储备审查委员会”等等。

第二届国家杜马成立的这类临时委员会的数量更多，仅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任期头两年半内，即1996年1月1日至1998年7月7日期间就先后成立了139个由国家杜马议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其中有“分析1992～1996年私有化结果及公职人员对其消极后果的责任问题委员会”、“促进调整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委员会”、“调查圣彼得堡国家权力机关公职人员营私舞弊事实委员会”、“审查产品分配中私下享用的法律问题委员会”、“促进克服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后果委员会”、“‘反对北约’委员会”等等。

针对国家杜马内部事务，国家杜马也成立了一些相关的委员会，如“国家杜马道德委员会”，专门审议国家杜马议员违反人与人相互关系一般道德行为规则的问题，调查议员在自己的发言过程中使用粗暴的侮辱性语言损害其他议员和他人名誉和尊严的事实。委员会有权在国家杜马例会上或在该委员会会议上对议员提出谴责或警告，有权建议国家杜马剥夺违反议员道德规范的议员出席一次或几次国家杜马会议的权利。委员会可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宣读并通过新闻传媒公布议员违反议员道德规范的事实和建议对他进行公开指责。

第三届国家杜马到2000年6月16日时共设有15个专门或临时委员会，加上28个常设委员会，国家杜马共有43个委员会。这15个专门或临时委员会是：

预算委员会；

反营私舞弊斗争委员会；

维护投资者权利委员会；

道德委员会；

就俄罗斯联邦筹备及举行选举和全民公决问题俄罗斯联邦选举立法适用实践研究委员会；

国家债务和俄罗斯联邦国外资产委员会；

协助南斯拉夫共和国联盟克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后果委员会；

促进车臣共和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正常化及遵守人权委员会；

不动产抵押贷款发展委员会；

稳定发展问题委员会；

未成年人和青年中无人照管、无家可归和吸毒预防问题委员会；

产品分配条件下地下资源使用的法律问题审查委员会；

促进调整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政治和经济形势委员会；

地缘政治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进一步缩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СНВ-2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美利坚合众国1972年5月26日关于限制反导弹防御体系条约（ПРО条约）、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ДВЗЯИ）和缔结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СНВ-3）执行问题委员会。

3.国家杜马理事会及国家杜马机关

国家杜马理事会和国家杜马机关是国家杜马工作机构，国家杜马理事会和国家杜马机关有着各自的工作特点，而国家杜马理事会更像是一个国家杜马各议员联盟的倡议机构，国家杜马机关则是纯粹的后勤保障和办事机构。

国家杜马理事会在决定国家杜马内部程序问题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主要功能是负责预先准备和审议国家杜马活动的组织问题。国家杜马理事会拥有广泛的全权，其中包括：制定本届国家杜马立法工作规划草案；形成附有议题题录（如：国家建设和宪法公民权，经济政策，社会政策，预算、税收、财政立法，国防与安全，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的批准）的国家杜马逐月审议问题的日程草案；形成国家杜马例会工作程序草案；委托有关国家杜马委员会负责准备立法倡议人提交国家杜马审议的法律草案。

国家杜马理事会的决定以由理事会会议主持人签署的理事会会议记录摘录抄本的形式加以确定。国家杜马理事会的决定提交议员、议员联盟和国家杜马各委员会。国家杜马有权撤销理事会的决定。

国家杜马理事会具有倡议和协商性质，国家杜马主席和各议员联盟的领导人是理事会有表决权的成员；国家杜马副主席和国家杜马各委员会主席参加理事会的工作并有发言权。在国家杜马主席缺席情况下，由代表他的国家杜马副主席之一在理事会会议上有表决权；在议员联盟领导人和各委员会主席缺席情况下，可根据他们的委托接受代表他们的议员参加理事会会议。在此情况下，议员联盟的代表拥有表决权。

国家杜马理事会会议由国家杜马主席或副主席主持。

此外，下列人员有权参加理事会会议：俄罗斯联邦总统派驻国家杜马的全权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派驻国家杜马的全权代表；提交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的立法倡议人。国家杜马议员有权出席国家杜马理事会会议并就国家杜马工作程序草案提出建议。国家杜马机关各分支机构的领导人也有权出席理事会会议。

国家杜马机关是保证国家杜马活动的工作机关。国家杜马机关对国家杜马议员、国家杜马各议员联盟、国家杜马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国家杜马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的活动实施法律、组织、文件、分析、信息、财政、物质技术和社会生活保障。国家杜马机关是根据《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工作基础》联邦法律成立的，并有法人资格。1998年在国家杜马机关中工作的有1800多人。

国家杜马机关工作人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宪法性法律和联邦法律、总统指示、国家杜马和政府决议、国家杜马规则、国家杜马理事会决定、国家杜马主席和国家杜马机关主任的命令以及有关国家杜马机关的规章。在国家杜马机关中禁止形成除工会组织外的一切政党、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组织结构。

国家杜马规则和工作组织委员会负责对国家杜马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

国家杜马机关由以下分支机构组成：国家杜马主席秘书处；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秘书处；国家杜马副主席秘书处；国家杜马机关领导人秘书处；国家杜马各议员联盟机构（处）；国家杜马各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机构（处）；分析处；组织处；议会图书馆（处）；法律处；新闻服务处；总务处；文件保证处；信息技术保证处；干部和国家工作处；议会间联系处；保守国家秘密处；国家杜马接待室（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杜马各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各自的机构，国家杜马各议员联盟各自的机构是作为独立的分支机构加入到国家杜马机关的组成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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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机关主任对机关实行直接领导，他的任免根据国家杜马规则和工作组织委员会提名、由国家杜马主席征得国家杜马理事会同意后以发布命令的形式决定。

国家杜马机关主任在同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联邦委员会各机构、俄罗斯联邦政府、各种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各机构和组织打交道时代表国家杜马机关。国家杜马机关主任就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机关活动问题发布命令。

国家杜马机关还设有一个第一副主任和若干副主任，第一副主任同时兼任国家杜马总务长。国家杜马机关第一副主任的任免根据国家杜马机关主任提名、经国家杜马理事会同意由国家杜马主席下达命令确定。国家杜马机关副主任的任免根据国家杜马机关主任提名由国家杜马主席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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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司法权力体系

1991年底以前，苏联和苏联组成中的俄罗斯联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机构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因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及其他各级苏维埃被称为国家权力机关，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及各级苏维埃执委会被称为国家管理机关，法院和检察院被称为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当时，司法机关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司法机关，即护法机关，是指苏联实施护法活动的一切机构。它包括法院、检察院、苏联司法部、苏联内务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仲裁署以及从事护法活动的社会组织（律师、志愿纠察队、同志审判会）等。狭义上的司法机关，是指苏联司法部及司法部体系中的国家机关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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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尤其是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生效后，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构实行三权分立原则。俄罗斯联邦会议行使立法权，俄罗斯联邦政府行使执行权，俄罗斯联邦法院行使司法权。所以，只有俄罗斯联邦法院被称为俄罗斯联邦的司法机关或司法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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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罗斯联邦司法权力系统

（1）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是俄罗斯实施宪法监督的司法审查机关以及宪法解释机关。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由19名40～70周岁的俄罗斯公民、从事过15年以上法律工作并具有高等法律专业学历的法官组成，他们分别由联邦委员会根据联邦总统的提名任命，任期12年，不得连任。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终止法官的职权：

①违反宪法和宪法法院法规定的任命程序；

②任职到期或年龄超过联邦法律规定的70岁；

③虽然未达到最高年龄限制，但个人书面申请退休；

④失去俄罗斯国籍；

⑤对法官的有罪判决生效；

⑥法官犯有失去尊严和荣誉的行为；

⑦继续从事与法官身份不相容的工作和活动；

⑧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以上不参加宪法法院会议或表决；

⑨已生效的法院判决认为法官丧失行为能力；

⑩已生效的法院判决认为法官失踪；

（11）已生效的法院判决宣布法官死亡。

根据宪法法院的决定终止法官职权，宪法法院的决定要上报俄罗斯总统、联邦委员会，该决定是宣布法官空额的正式文件。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实行两院制，并通过召开两院会议和全体会议的方式组织案件的审议。

（2）俄罗斯联邦法院

俄罗斯联邦法院是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俄罗斯联邦法院系统实行三级审判制度：联邦最高法院；联邦主体中共和国最高法院，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专区法院；区法院，军事法院与专门法院。俄罗斯联邦法院的主要职能是依照联邦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对所管辖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和其他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

各级联邦法院法官实行职务终身制，在任期间享有不受侵犯权，只有根据相应法官鉴定委员会的决定才可以终止（或中止）法官的权限。被终止（或中止）权限的法官也可以在1个月内向俄罗斯联邦最高法官鉴定委员会提出控告。联邦最高法官鉴定委员会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3）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

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是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仲裁程序对各种经济纠纷和其他所属案件进行审理的经济审判机关。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系统包括：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司法管辖区联邦仲裁法院，以及各联邦主体仲裁法院。

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作为第一审级法院，是解决经济纠纷和归仲裁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作为司法管辖区联邦仲裁法院和联邦主体仲裁法院的上诉审法院，联邦最高仲裁法院可以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对下级仲裁法院的活动实行审判监督和指导，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

司法管辖区联邦仲裁法院作为本辖区内联邦主体仲裁法院的上诉审法院，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

2.联邦主体司法权力系统

（1）联邦主体宪法法院（或宪章法院）

联邦主体宪法法院（或宪章法院）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范围不同，它们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也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它不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体系。联邦主体宪法法院（宪章法院）的职权与组成方式由各主体的相关法律规定。

（2）联邦主体中共和国最高法院，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专区法院，属俄罗斯联邦法院系统中的第二审级；区法院属第三审级。

（3）与法院系统相同，联邦主体的仲裁法院是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的下级机关。

（4）治安法官

根据1996年12月26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司法体系法，为了减轻联邦法院的办案重负，在联邦主体内确立了治安法官制度。治安法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作为第一审级审理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一审判决的案件，可以上诉到区法院复审。1998年12月叶利钦总统签署并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治安法官法》，规定治安法官由各联邦主体代表权力机关任命（或选举）产生，或由相应的司法分区居民按照联邦主体法律规定的程序选举产生。实行治安法官制度后，扩充了俄罗斯基层法官的队伍，提高了法院办案的速度和效率。由治安法官负责审理的民事案件几乎占所有民事案件的一半以上，部分犯罪情节较轻的刑事案件也归治安法官负责审理。

3.俄罗斯联邦的检察机关

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权力机关，因为它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检察机关的概念不尽相同。俄罗斯的检察机关不属于俄罗斯司法机关的范畴。虽然俄罗斯现行宪法将有关检察机关的规定列入了《司法权》一章，但宪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以司法职能。按照俄罗斯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俄罗斯检察机关既不属于国家立法和执行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作为联邦集中统一的机关体系，俄罗斯各级检察机关是代表联邦对国家各部门的法律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关。

俄罗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监督职能，包括：对各联邦部和主管部门、联邦主体的立法（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军事管理机关、监察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否执行法律进行监督，并对他们颁布的法规是否符合法律进行监督；对遵守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机关、执行刑罚和其他强制措施机关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

除了监督职能外，俄罗斯检察机关还有参与法院案件审理、刑事侦查、协调护法机关反犯罪斗争、参与完善法律活动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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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体系由三级组成，即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各联邦主体检察院；区（市）检察院。俄罗斯的三级检察院为上下级所属关系，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罗斯总统的提议任免，任期5年。各联邦主体检察院检察长、区（市）检察院检察长均由俄罗斯总检察长任免，任期5年，他们分别隶属于上一级检察长和总检察长。俄罗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总检察长须定期向联邦委员会和俄罗斯总统汇报工作。

附：俄罗斯联邦社会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是普京执政时期成立的一个汇聚了社会名流和精英的社会建议机构，其使命是促成公民和国家机关互动，构筑社会同国家权力机关对话的平台，便于国家政权机关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意见，实现社会和谐。

俄罗斯国家杜马2005年3月16日通过、联邦委员会同年3月23日赞同、普京总统同年4月4日签署总统令批准《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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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法于2005年7月1日生效。2005年9月30日弗拉德科夫总理签署《俄罗斯联邦社会院章程》，规定社会院由来自社会院全国性、地区性和跨地区社会团体以及非商业组织的126名成员组成，其中42名成员由全国性社会团体推举产生，其余84名成员由地区和跨地区社会团体推举产生；政党、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各级议会成员不得成为社会院成员；社会院成员任期2年。

根据《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法》，各联邦主体、大城市陆续建立社会院，行政机关内部建立社会委员会。2006年8月7日，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组成隶属于联邦各部、各局和各署的、活动由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的社会委员会和隶属于以上各部委下属机构的社会委员会的程序》的命令。按照该命令，隶属于联邦各部、各局和各署的、活动由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的社会委员会和隶属于以上各部委下属机构的社会委员会可以由这些执行政权机构的领导按照俄罗斯联邦社会院委员会的建议成立。社会院关于成立隶属于部委的社会委员会的建议必须进行审议。根据命令，社会院的代表有权参加一系列部、局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部和局有义务提前向社会院通报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地点和会议日程。各部和各局应按社会院的请求向其递交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问题的资料，包含国家机密的资料除外。

第一届俄罗斯联邦社会院任期由2006年至2007年12月22日。2007年12月24日产生了第二届社会院。

俄罗斯联邦社会院由17个委员会和4个跨委员会工作组组成。社会院的主要任务是：提出公民倡议；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对宪法修正案和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法案进行鉴定，旨在建立与公民进行广泛对话的社会机制和公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机制。

社会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社会院的全体会议一年举行三四次，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分组会议，由专家对法案和执法情况作评估，下结论，无须社会院全体会议批准，只需社会院理事会讨论通过并以社会院名义送达政权机关。

第三节 立法与司法

一 立法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成员、国家杜马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立法（代表）机关享有立法动议权。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在由其管辖的问题上也享有立法动议权。”（第104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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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草案提交国家杜马”（第104条第2款），“联邦法律由国家杜马通过”（第105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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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总统“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第84条第4款），“签署并颁布联邦法律”（第84条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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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会议——议会是俄罗斯联邦代表和立法机关，行使立法和监督职能。联邦会议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立法活动，对国家财政实施监督，对政府实施监督。联邦会议是常设机关，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两院组成。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分别举行会议，为听取俄罗斯总统咨文、俄罗斯宪法法院咨文和外国领导人的讲话，两院可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公开进行，但在议会规则规定的情况下，议会有权举行秘密会议。为对联邦预算执行情况实施监督，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审计院，其人员组成和活动程序由联邦法律确定。

联邦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杜马代表在整个任职期间不受侵犯，他们不得被拘留、逮捕和搜查，除非因犯罪被当场拿获。他们也不得被搜身，但为保障他人安全联邦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剥夺不受侵犯权的问题，由联邦会议相应的院根据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的提议作出决定。

1.国家杜马

（1）国家杜马的职权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国家杜马的管辖范围是：

①同意俄罗斯联邦总统对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的任命；

②决定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信任问题；

③任免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行长；

④任免审计院主席及其半数审计员；

⑤任免按联邦宪法法律行事的人权全权代表；

⑥宣布大赦；

⑦提出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指控（第103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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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杜马选举和国家杜马议员联盟

国家杜马由450名代表组成，每4年选举一次。其中225名代表按政党或竞选联盟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分配，另外225名代表由全国按人口划分的225个单席位选区的选民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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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满21岁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可以当选为国家杜马代表。国家杜马代表为专职常任工作，不得兼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国家权力其他代表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不得担任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公职，不得从事其他有报酬的活动，但教学、科研以及其他创造性活动除外。

在单席位选区杜马代表的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被认为当选。如果获得选票相等，则登记在先的候选人被认为当选。如果在单席位选区参加选举的选民不足登记选民的25%，则选区选举委员会认为本选区的选举无效。在全联邦选区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中，得票率在5%以上的竞选联盟和竞选集团可根据其得票率参加全联邦选区的225个代表席位的分配。如果某个竞选联盟的得票率低于5%，则被排除在全联邦选区的225个代表名额分配之外。如果所有的竞选联盟和竞选集团的得票率均低于5%，则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联邦选区的225名杜马代表资格不得分配。如果全国参加选举的选民低于选民名单中选民总数的25%，则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全联邦选区的选举无效。在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下，中央选举委员会可组织全联邦选区的重新选举。

已当选为杜马代表的候选人，在接到相应选举委员会的当选通知后，应在3天之内辞去与国家杜马代表地位不相容的职务，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应的选举委员会。否则，将失去代表资格。如果按全联邦选区代表候选人名单分配而当选的杜马代表提前中止代表职权，其代表资格根据国家杜马决定转给该竞选联盟或竞选集团的全联邦选区代表候选人名单中的下一个候选人。如果在单席位选区当选的杜马代表提前中止代表职权，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出现代表资格空缺后一个月内确定该选区的杜马代表的补选。如果离本届国家杜马届满仅剩下一年或不足一年，则不再进行补选。

第一届国家杜马于1993年12月12日选举产生，共有8个政党和竞选联盟突破了5%大关，获得225个由各政党和竞选联盟分配的议员席位。其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得票率为22.79%（获59席），“俄罗斯民主选择”得票率为15.38%（获40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为12.35%（获32席），俄罗斯妇女运动得票率为8.1%（获21席），俄罗斯农业党得票率为7.9%（获21席），“亚博卢”集团得票率为7.83%（获20席），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得票率为6.76%（获18席），俄罗斯民主党得票率为5.5%（获14席）。加上在单席位选区竞选中所获得的席位，各党派和竞选联盟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数分别为：“俄罗斯民主选择”96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70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65席，俄罗斯农业党47席，“亚博卢”集团33席，俄罗斯统一和谐党27席，俄罗斯妇女运动25席，俄罗斯民主党21席。此外，没有突破5%大关的一些竞选联盟在单席位选区选举中也得到了一些席位，它们是：公民联盟18席，民主改革运动8席，“尊严和慈善”3席，“俄罗斯未来”1席，另外独立候选人占了30席。

选举之后，各党派和竞选联盟经登记组成各自的议员联盟，这时各议员联盟的组成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1994年1月13日在国家杜马临时秘书处登记的有8个议会党团和一个议员团：俄罗斯民主选择71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64人，俄罗斯农业党55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45人，俄罗斯统一和谐党31人，“亚博卢”集团29人，俄罗斯妇女23人，俄罗斯民主党15人，“新地区政策”议员团60人。此外，没有达到需经登记的议员团议员人数的两个议员团——“俄罗斯道路”、“12月12日自由民主联盟”实际上也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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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议员观点、立场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议员联盟也处于经常变动之中。例如，1995年初各议员联盟重新登记时，又出现了一个名为“稳定”的议员团，它的成员来自于其他各个议员联盟。

1995年12月17日俄罗斯按期举行了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43个政党和竞选联盟争夺225个按党派和竞选联盟名单选举的国家杜马席位，只有4个政党和竞选联盟超过得票率5%的下限进入国家杜马，其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得票率为22.31%；俄罗斯自由民主党11.06%；“我们的家园——俄罗斯”9.89%；“亚博卢”集团6.93%。在单席位选区的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候选人夺得58席，农业党夺得20席，“亚博卢”集团夺得14席，“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夺得9席，“政权属于人民”夺得9席，俄罗斯公众大会夺得5席，俄罗斯妇女夺得3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夺得1席，独立候选人77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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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家杜马工作开始后，在临时秘书处登记的议会党团有：俄共、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亚博卢”。1998年10月22日各议员联盟进行了重新登记。这时，俄共议会党团有131名议员，领导人是久加诺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有50名议员，领导人是日里诺夫斯基；“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有66名议员，担任领导人的先后是С.А.别利亚耶夫、А.Н.绍欣、В.А.雷日科夫；“亚博卢”议会党团有44名议员，领导人亚夫林斯基。除绍欣外，这些议会党团的领导人均是同一名称政党和竞选联盟的领导人。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临时秘书处登记的还有三个议员团：“人民政权”有45名议员，领导人Н.И.雷日科夫；“农业议员团”有36名议员，领导人Н.М.哈里托诺夫；“俄罗斯地区”有43名议员，领导人О.В.莫罗佐夫。除了所谓有组织的议员外，国家杜马中还有31名没有加入任何经过登记的议员联盟的议员。1998年7月1日，在国家杜马中共有443名议员。

1999年12月19日俄罗斯举行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在参加按党派名单竞选的27个政党和竞选联盟中有6个突破5%的下限进入国家杜马。其中俄共领导的“争取胜利”竞选联盟得票率24.29%，加上在单席位选区夺得的席位，共获得110个议席，仍然保持国家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团结”竞选联盟获得23.32%的选票，加上单席位选区夺得的席位，共获得74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得票率13.33%，加上单席位选区夺得的席位，共获得66个席位；“右翼力量联盟”获得8.52%的选票，获得29席；“亚博卢”集团得票率为5.93%，加上单席位选区夺得的席位，共获得21席；“日里诺夫斯基联盟”得票率为5.98%，获得17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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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6日，国家杜马共有议员445人，其中：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议会党团（Фрак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4人；

“团结”议会党团（Фракция “Единство”）82人；

“祖国—全俄罗斯”议会党团（Фракция “Отечество-Вся Россия”）50人；

“右翼力量联盟”议会党团（Фракция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36人；

“亚博卢”议会党团（Фракция “ЯБЛОКО”）17人；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Фракция “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ЛДПР）”］12人；

“人民代表”议员团（Депутатская группа “Народный депутат”）57人；

“俄罗斯地区”议员团（独立议员联盟）［Депутатская группа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юз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депутатов）］47人；

农工议员团（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депутатская группа）43人；

未加入议员联盟的议员17人。

议员男性409名，女性3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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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议会党团和议员团经常发生变化，截至2002年5月31日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联盟情况如下：

“团结”议会党团83人（18.44%）；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议会党团85人（18.89%）；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12人（2.67%）；

“祖国—全俄罗斯”议会党团49人（10.89%）；

“右翼力量联盟”议会党团32人（7.11%）；

“亚博卢”议会党团17人（3.78%）；

农工议员团43人（9.56%）；

“人民代表”议员团56人（12.44%）；

“俄罗斯地区”议员团（独立议员联盟）47人（10.44%）；

未加入议员联盟的议员21人（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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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举行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在参加按党派名单竞选的23个政党和竞选联盟中只有4个突破5%的下限进入国家杜马。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2月19日公布的正式结果，此次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55.75%（60712299）；在联邦选区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得票率37.57%（22779579），获得120席；俄罗斯共产党得票率12.61%（7647820），获得40席；自由民主党得票率11.45%（6943885），获得36席；祖国联盟［“Родина”（Народ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得票率9.02%（5469556），获得29席。

其他没有突破5%的下限，未能进入国家杜马的主要政党和竞选联盟的得票情况为：“亚博卢”集团——4.30%（2609823）；右翼力量联盟——3.97%（2408356）；俄罗斯农业党——3.64%（2205704）；退休者党—社会公正党——3.09%（1874739）。

此外，4.70%的选民（2851600）投票反对所有政党和竞选联盟。

加上各政党和竞选联盟在单席位选区夺得的席位，第四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分配情况如下：统一俄罗斯——222席；俄罗斯共产党——53席；自由民主党——36席；祖国联盟——37席；人民党——20席；独立议员——63席；其他政党——16席；空缺——3席。

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构成情况如下：统一俄罗斯——300席；俄共——52席；自由民主党——36席；祖国联盟——36席；独立议员——23席。

2005年3月2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三读通过了普京总统提交的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根据新的选举法，从下一届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国家杜马全部450名议员将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不允许政党建立选举联盟；政党提名的候选人不得超过500人，其中50%的人可以不是该党的成员。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提高到得票率7%；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不得少于两个，且其总得票率不得低于60%。这是选举有效的条件。新的选举法将竞选基金的限额提高到了4亿卢布（不包括政党地方分部的竞选基金）。一般认为，新的选举法将有助于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提高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普京一改过去俄罗斯总统超越各党派的惯例，直接出面为“统一俄罗斯”党助选。2007年10月1日，普京参加“统一俄罗斯”党八大，接受该党将其作为唯一候选人，并宣布领导该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从而使这次国家杜马选举事实上变成了一场对普京、普京执政近8年治国方略的公民信任投票。在此情况下，“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出已成定局。

在2007年12月2日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64.3%的选票，俄罗斯共产党获得11.57%的选票，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14%的选票，“公正俄罗斯”党获得7.74%的选票，以上四个政党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中获得315个席位，俄罗斯共产党获得57个席位，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40个席位，“公正俄罗斯”党获得38个席位。包括自由派政党“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在内的其他7个政党未能获得足够的选票而无缘进入国家杜马。

2.联邦委员会

（1）联邦委员会的职权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是：

①批准俄罗斯联邦主体间边界的变更；

②批准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实行战时状态的命令；

③批准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

④决定能否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动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问题；

⑤确定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选举；

⑥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务；

⑦任命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

⑧任免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

⑨任免审计院副主席及其半数审计员（第102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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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俄罗斯联邦议会上院的联邦委员会，在立法活动中主要代表和保障各联邦主体的利益，对国家杜马通过的有关联邦法律、总统发表的有关命令等进行审议，根据俄罗斯宪法赋予的职权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的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制衡。

（2）联邦委员会的组成

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每个联邦主体各派2名代表组成：1名联邦主体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代表和1名联邦主体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代表。俄罗斯联邦共有89个联邦主体，因此联邦委员会委员共178名。1993年12月议会选举时，当时的联邦委员会的委员，并不都是联邦主体国家代表权力机关和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第一把手。1995年12月议会选举时，联邦委员会的委员全部由联邦主体国家代表权力机关和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第一把手兼任。

普京上任后改变了这种做法。2000年8月，新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组成办法》生效。文件改变了议会上院的组成办法，上院的代表不再是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领导人，而是他们的代表。立法机构的代表由该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任期与该立法机构相同。行政机构的代表由该联邦主体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征得本联邦主体立法机构的同意后任命，其任期与最高行政长官相同。立法机构代表的任命应由立法机构作出决议批准，行政机构代表的任命由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的命令批准。被选出的代表应当辞去与其联邦委员会成员地位不相符的一切职务。根据新立法，新一届议会上院最终于2002年1月1日组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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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法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境内的审判权只由法院行使，对现行法律的执行情况由检察院独立进行检察。俄罗斯的司法体系由俄罗斯宪法和联邦宪法法律确定，不允许建立特别法庭。法官是独立的，只服从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法官不可撤职，法官权力的中止或暂停必须遵循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法官不可侵犯，除非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否则不能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所有法庭公开审理案件，对案件的非公开审理在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允许旁听。在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陪审员参加诉讼程序。诉讼程序在辩论和各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法院的经费只能来自联邦预算，应能保障按照联邦法律充分而独立地进行审判。

1.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职权范围

审理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各权力机关系统通过的法律文件、国际条约是否符合俄罗斯宪法以及它们之间有关职权范围的争议。俄罗斯宪法和俄罗斯宪法法院法对宪法法院的职权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

（1）全体会议审议如下重要问题：

①根据俄罗斯宪法决定有关共和国宪法和联邦主体章程的问题；

②根据俄罗斯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联邦政府、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的要求，对俄罗斯宪法进行解释；

③根据联邦委员会的要求，裁决对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严重犯罪的指控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

④通过宪法法院的重要文件；

⑤决定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提出立法动议；

⑥行使俄罗斯宪法、联邦宪法法律等赋予的其他职权。

（2）审判庭会议审议的问题有：

①根据俄罗斯宪法审议联邦法律，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联邦政府的法令；联邦主体发布的有关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管理的和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共同管理的问题的法律和其他法令；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条约，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条约；未生效的国际条约。

②审议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联邦主体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于职权范围的争议。

③裁决有关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与自由的诉讼和通过的法律或对法律的具体运用是否符合俄罗斯宪法。

2.俄罗斯法院的职权

俄罗斯各级法院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共和国宪法、刑事和民事立法、劳动立法以及法院组织法，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对有关民事、刑事、行政以及其他案件进行审理。

3.俄罗斯仲裁法院的职权

俄罗斯仲裁法院是解决经济争议和属于仲裁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的审判机关。仲裁法院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企业、机构组织和公民在企业经营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被侵犯或有争议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在企业经营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中加强法制和预防违法现象。

第四节 政党、团体

一 政党制度

苏联剧变和解体后，随着俄罗斯宪政制度的逐步确立，俄罗斯的政党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其基本原则以及政党、团体的具体活动规则由《俄罗斯联邦宪法》、1995年4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2001年7月普京总统签署的《俄罗斯政党法》等法律文件加以确定。

——确定了多党制原则。《俄罗斯联邦宪法》宣布：“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第13条第3款）
 
[79]



——规定了多党制的思想基础。“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第13条第1款），“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第13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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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结社，其中包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建立工会组织的权利。社会团体的活动自由得到保障。”（第30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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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不能被强制加入或留在某个社会团体中”（第30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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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3条第4款）。

——实行政党登记制度，政党和政治运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在相应的司法部门履行登记手续。《俄罗斯政党法》生效以前，对成立政党、社会政治运动等政治组织、履行登记手续的要求并不严格：对党员人数没有明确规定，既可成立全俄性政党，也可成立所谓地区性的政党、政治组织。《俄罗斯政党法》则明确规定了政党登记的最低标准：政党只有在正式成员1万人以上并在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分别拥有100人以上党员，才能获得登记。取消了地方政党的概念，政党只能是在全俄意义上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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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政党活动。“禁止建立其目的或活动在于用暴力手段改变宪法制度的原则，破坏俄罗斯联邦的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成立武装组织，煽动社会、种族、民族和宗教纠纷的社会团体，并不允许其活动”（第13条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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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按生产原则成立政党及其他社会联合组织；禁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国家机关、机构和组织中活动；禁止它们在康采恩和企业中活动。

——军人、警察、法官、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建政党。

《俄罗斯政党法》在促进政党体制的形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特点是进一步明确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政党活动纳入法制和国家管理轨道，规定国家财政将对在竞选中突破3%大关以及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进行财政支持；强化国家对政党的管理，加强对政党登记程序的管理——由司法部预先审查申请登记的政党的党纲和章程以确保其与现行法律相符。

《俄罗斯政党法》扩大了政党在总统选举、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地方各级政权机关选举中的作用。议会道路成为政党参政、议政的唯一途径，各政党只能通过议会斗争对政府的构成、国家决策产生影响，而不能直接插手国家管理工作，不能在国家各级机关，尤其是军队、警察、司法部门建立基层组织。参加国家杜马选举、地方立法权力机关选举以及总统选举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开展议会斗争成为各党派开展政治斗争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

二 政党和政治运动

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曾经活跃着数以百计的政党、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政治组织。随着政治斗争从无序转向有序，政党活动逐渐制度化，许多政党如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而生存下来的政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3年12月，经司法部登记的全联邦性政党、政治运动147个；1995年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经司法部登记的全联邦性政党、政治运动发展到300多个；到1999年1月，取得司法部登记的政治联合组织有1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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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政党、政治运动中，目前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并不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0年6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俄共被禁止活动。1993年2月重建。1993年3月24日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登记时有党员50万人以上，党的执行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28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Г.А.久加诺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除久加诺夫外，还有В.А.库普佐夫、Ю.П.别洛夫（Ю.П.Белов）、С.П.戈里亚切娃、В.И.佐尔加利采夫（В.И.Зоркальце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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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的出发点是决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在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是一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被市场规律所左右、攫取最大利润、无止境地贪婪积累资本的社会。一切都变成了商品，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极端腐朽性。”认为，“对俄罗斯来说，最科学、最符合本国利益的选择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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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共宣称以创造性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建设公正的社会、集体主义、自由和平等，主张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式的人民政权，巩固多民族的联盟国家。俄共代表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认为恢复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振兴俄罗斯的唯一选择。俄共提出将利用议会的和非议会的一切形式进行斗争。同时表示要通过宪法手段获得政权，党的一切组织和机构均在俄罗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俄共主张恢复联盟市场，主张计划管理经济方法同自由创造相结合，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和国家资产的管理和控制。俄共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俄共的旗帜是红旗；党歌是《国际歌》；党的标志是锤子、镰刀和书；党的口号是“俄罗斯、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

俄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反对派政党，代表社会的左翼。它公开宣称自己是“现政权的反对党”，在政治实践中积极同所有“左派”政党和组织合作，同所有对现政权不满的政党和组织进行一定的协商，求同存异，以求共同对现政权形成政治压力。俄共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拥有第二大议会党团，在第二、三届国家杜马中拥有第一大议会党团，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俄共作为俄罗斯当今政治舞台上唯一一个能够称得上是政党的最大的政治组织，不仅参加了历届国家杜马选举，而且还推举自己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参加了两次总统选举。俄共在议会选举时的口号是：“俄罗斯、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在总统选举时的口号是“俄罗斯、祖国、人民”。在历届国家杜马中都形成了以俄共为核心的左翼力量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是有条件的，往往是就具体问题而形成和存在的。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同盟军是俄罗斯农业党以及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人民政权”等左派、中“左派”议员团。

俄共在历届国家杜马选举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在国家杜马中拥有强大的议会党团，并曾经掌握了国家杜马的一些重要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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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执政以来，俄共遭受了一系列打击：2001年3月、2003年6月，俄共发起的两次倒阁风波均以失败告终；2002年4月，俄共在国家杜马一些重要委员会中的领导职务被剥夺，随后又导致俄共领导层出现分歧，国家杜马主席、俄共领导人之一谢列兹尼奥夫等人由于拒不服从俄共关于辞去国家杜马中所有职务、以示抗议的决议而被开除出党。离开俄共的谢列兹尼奥夫组建并领导了一个新的中左派政党——“俄罗斯复兴党”（Парт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и），俄共力量受到削弱。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成立于苏联时期的1989年12月13日，当时的党名为苏联自由民主党，1991年4月12日在苏联司法部登记，苏联解体后1992年4月在其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同年12月14日在俄罗斯司法部重新登记。登记时党员人数10万人。党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委员会，党的主席В.В.日里诺夫斯基，最高委员会成员除日里诺夫斯基外，还有С.Н.阿别利采夫（С.Н.Абельцев）、А.Д.文格罗夫斯基（А.Д.Венгеровский）、С.М.热布罗夫斯基（С.М.Жебровс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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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口号是“自由、民主、公正、法制、爱国”，它的突出特点在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不加掩饰地鼓吹帝国思想和俄罗斯民族优越性。在该党的纲领中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各种言论、书籍中无处不渗透着强烈民族主义的气味。该党主张建立完全废弃联邦体制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即恢复沙俄时期的以省为单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前苏联和沙俄疆土范围内重建俄罗斯，并叫嚣准备使用核恫吓，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近邻国家的领土争端及其他问题。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坚决反对归还北方四岛，主张恢复沙俄时期的帝国疆界。在国内政治问题上，虽然也声明维护民主和民主政治制度，但却强调应赋予执行权力机关以特权，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包括私营形式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相结合，特别强调保护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必须严厉控制各种关键性部门；如果公民和国家利益需要，不排除重新审议私有化。

该党参加了俄罗斯历届议会选举并均进入国家杜马，而且还推举自己的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参加了自1991年以来的历次总统选举。

“亚博卢”集团（“Яблоко”）

成立于1993年11月，主要由俄罗斯联邦共和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和俄罗斯立宪民主联盟三个政党组成，全称是以其三个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亚夫林斯基-博尔德列夫-卢金”竞选联盟，尽管“三巨头”之一的博尔德列夫后来离开了该组织，但组织的名称仍无改动。作为全俄社会组织，该组织又于1994年开始组建，1995年1月5日正式成立，同年2月10日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同年12月28日再次登记。

“亚博卢”集团参加了俄罗斯历届议会选举，前三次均进入国家杜马，在2003年12月7日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未能突破5%的下限而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亚博卢”集团还推举自己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参加了1996年和2000年两次总统选举。“亚博卢”集团的竞选口号是“尊严、秩序、公正”。在国内政治方面，主张在权力机关之间明确划分权限，确定政府对联邦议会负责的尺度和形式，限制和明确总统的权限，实际上是主张实行议会制；倡导建立保证民主和自由选举的新选举立法；通过彻底分散国家政权以达到俄罗斯的统一，明确划分联邦及其主体之间的权限，发展地方自治。在经济方面，主张“改革，不要革命”，反对盖达尔的激进改革路线；支持积极向市场经济过渡，但主张国家应在建立市场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然后将经济职能交给市场，支持中产阶级的发展，国家应扶持中小企业家，等等。“亚博卢”集团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更接近于西方自由主义，并因此而受到西方人士的欢迎，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尽管在意识形态和改革的大方向上与叶利钦总统和当时的政府并无太大差别，然而由于策略和政策主张上的差异，“亚博卢”集团始终是一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孤独的自由派政党。亚夫林斯基公开声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确立维护人权和法制的民主价值观。我们不相信现制度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是现政权的民主反对派，是日里诺夫斯基分子、民族爱国主义者和正统共产党人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派。从民主力量方面来说，同现政权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对其造成的严重政治和经济失败举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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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10月，“亚博卢”集团就转向“民主反对派”，亚夫林斯基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将走另一条（自己的）路”。他认为，“不能把民主同叶利钦总统的政策和盖达尔的经济方针等同起来。直到不久前‘民主派’的称号一直为主张权力应集中在叶利钦手中，支持按正统的货币主义争取财政稳定的人所独占。”“亚博卢”集团“原则上处于现政权的反对派地位，因为我们认为，现政权执行的是不民主的政策。现制度很可能自己不会变成法西斯制度，但却会为法西斯开辟道路，就像当年德国魏玛政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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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联盟［“Единство”（“Медведь”）］

作为竞选联盟，“团结”联盟成立于1999年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前的10月，领导人是政府官员——俄罗斯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部长С.绍伊古。2000年5月27日召开“团结”党成立大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该党的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呼吁该党成为改革的政治支柱。

“祖国”运动（Движение“Отечество”）

1998年12月19日，全俄社会政治组织——“祖国”社会运动在莫斯科召开了成立大会，莫斯科市长Ю.М.卢日科夫（Ю.М.Лужков）被推举为该运动的领导人。“祖国”运动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都成立了地区分会。“祖国”运动的集体成员有11个，其中包括“俄罗斯妇女”运动（“Женщины Рос-сии”）、“强国”运动（Движение“Державы”）、俄罗斯联合工业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партия）等。1999年4月3日，“祖国”运动集体成员首届大会召开，会上讨论了成员之间互相配合准备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1999年4月24日，“祖国”运动在雅罗斯拉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该运动的纲领。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在俄罗斯建立社会民主型国家和强大的民主政权；主张进行以人为本的经济改革，纠正激进改革的错误；在对外政策方面要确保俄罗斯在世界八大国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全俄罗斯”（“Вся Россия”）

1999年5月22日在圣彼得堡召开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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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是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М.Ш.沙伊米耶夫（М.Ш.Шаймиев），这是一个代表俄罗斯地方利益的社会政治运动，其特色是集合了一批联邦主体的领导人。

“祖国—全俄罗斯”（“Отечество-Вся Россия”）

为迎接1999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两个政治经济基本主张相近的运动和组织——“祖国”、“全俄罗斯”开始尝试进行联合，1999年8月28日“祖国”社会运动和“全俄罗斯”召开“祖国—全俄罗斯”联盟（Коалиция“Отечество-Вся Россия”）联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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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于同年9月10日获准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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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同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该联盟联合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大牌”政治家、政治精英，包括同年5月12日被叶利钦总统解除政府总理职务的Е.М.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长Ю.М.卢日科夫、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М.Ш.沙伊米耶夫等人。

“团结和祖国”—统一俄罗斯全俄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СТВО и ОТЕЧЕСТВО” -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简称统一俄罗斯党（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第三届国家杜马中支持政府的重要党派、拥有议席数量居第二、第三位的“团结”党和“祖国—全俄罗斯”社会运动从2001年4月开始了联合的进程，同年12月1日“团结”运动和“祖国”运动联盟与“全俄罗斯运动”宣布合并，到2002年4月由这三大中派组织联合而成的统一俄罗斯党宣告成立。这一联合壮大了中派力量，在国家杜马中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该党目前有40万党员，有41名联邦委员会成员是该党党员。该党最高委员会联合主席是Ю.卢日科夫、С.绍伊古（Сергей Шойгу）， М.沙伊米耶夫；党的总委员会（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овет партии）领导人А.别斯帕洛夫（А. Беспал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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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党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采取适当方式参加全球化，保障俄罗斯公民丰衣足食。该党的纲领符合普京总统“富国强民”的改革方针，是总统和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该党宣称它是自愿的联盟，这充分地反映在党的全称上——“团结和祖国”—统一俄罗斯全俄党，该党的党徽也包含了三个政党和社会运动的标志——有“团结”党的熊（“Медведь”是“团结”党的别称）、表示“全俄罗斯”的俄罗斯地图和表示“祖国”的俄罗斯三色旗，这些似乎反映了三个政党和社会运动的联合程度。

“右翼力量联盟”（“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1999年8月19日几位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的政治家С.斯捷帕申、С.基里延科和В.切尔诺梅尔金举行会晤，专门商讨成立中右翼竞选联盟事宜，尽管形成统一的中右翼联盟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右翼力量却随后实现了联合。形成了以Б.涅姆佐夫（Б.Немцов）、И. М.袴田领导的“正义事业”运动（Дви-жение“Правое дело”）为骨干力量的右翼力量联盟，1999年8月29日“右翼力量联盟”作为竞选联盟成立，并于1999年9月10日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获准登记参加于同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国家杜马选举后，开始筹建政治组织，2000年5月20日再次召开成立大会，成立了作为政治组织的“右翼力量联盟”，其联合主席是С.基里延科、Б. 涅姆佐夫、И.М.袴田、А.Б.丘拜斯（А.Б.Чубайс）、Е.盖达尔；选举产生了由17名成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责任秘书В.Ю.涅克鲁坚科（В.Ю.Некрутенко）；执行委员会主席Б.И.明茨（Б.И.Минц）。加入“右翼力量联盟”的集体成员有：俄罗斯民主选择党（Партия“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共同事业”运动（Движение“Общее дело”）、“新力量”运动（Движение“Новая сила”）、“俄罗斯之声”运动（Движение“Голос России”）、“青年俄罗斯”运动（Движение“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新一代运动（Движение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民主俄罗斯”党（Партия“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法律工作者争取人权和人的有尊严的生活（Юристы за права и достойную жизнь человека）、俄罗斯纳税人（Российские налогоплательщик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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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生活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жизни）

2002年7月1日成立，2002年9月在俄罗斯司法部获准登记，党的领导人是现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С.米罗诺夫。目前已在80个联邦主体中建立了基层组织，拥有党员3.7万人。俄罗斯生活党坚决支持普京总统及其政策。

还有一些政党、社会政治运动曾经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并有过重要影响，现在它们有的仍然存在，但其政治影响已大不如从前了。

“民主俄罗斯”运动（Движение“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该运动是最早出现的民主派组织，成立于1990年初，当时是作为支持民主派候选人参加1990年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选举社会运动而成立的。运动的联合主席是Г.斯塔罗沃伊托娃（Г.Старовойтова）、И.И.扎斯拉夫斯基（И.И.Заславский）、Г.雅库宁（Г.Якунин）、Л.波诺马廖夫（Л.Пономарев）和托姆钦（Г.Томчин）。“民主俄罗斯”运动为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战胜苏共和苏联联盟中央立下汗马功劳。苏联剧变和解体后，该运动发生分裂，影响日益减退，其领导人也多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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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

1990年5月底成立，1991年3月14日登记，登记时党员人数28608人，到1992年发展到6万余人。最初，党的主席是Н.И.特拉夫金（Н.И.Травкин），后来是С.Ю.格拉济耶夫（С.Ю.Глазьев）；党的执行机关是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主席С.Ю.格拉济耶夫，书记Е.Б.马尔金（Е.Б.Малкин），设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Е.Б.马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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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是苏联实行多党制以后第一批作为苏共反对派政党出现的重要政治组织之一，主张按照自由民主模式重建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建立民主的公民社会，实现民族和谐，复兴俄罗斯人民精神文化。该党在苏联剧变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1992～1993年俄罗斯两大权力机关对立、对抗时期表现温和，参加了1993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并进入国家杜马，以后影响力下降。为迎接1995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该党与Ю.В.斯科科夫、А.И.列别德合作，以该党为核心形成了Ю.В.斯科科夫、А.И.列别德、С.Ю.格拉济耶夫三人联手的俄罗斯公众大会（Конгресс русских общин）。

俄罗斯社会民主人民党（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

成立于1991年夏，1991年9月18日登记，登记时的党员人数5223人。该党是从俄罗斯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是由当时苏共、俄罗斯共产党党内的“共产党人民主运动”［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уов（ДДК）］、“苏共民主纲领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в КПСС（ДП）］的一部分成员组成的。该党成立后不久其领导人А.В.鲁茨科伊（А.В.Руцкой）、В.С.利皮茨基（В.С.Липицкий）便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开除出俄罗斯共产党。

成立初期，该党的名称是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России（ДПКР）］，以后更名为“自由俄罗斯”人民党（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 “свободная Россия”），后又改为现名。

党的执行机关是联邦委员会，党的主席是А.В.鲁茨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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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社会党（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трудящихся）

1991年11月21日登记，登记时党员人数2500人，党的执行机关是管理委员会，由18人组成：Л.С.瓦尔塔扎罗娃（Л.С.Вартазарова）（党主席）、В.С.邦达尔丘克（В.С.Бондарчук）（联合主席）、А.А.杰尼索夫（А.А.Денисов）（联合主席）、В.В.卡拉什尼科夫（В.В.Калашников）（联合主席）、А.Н.马尔采夫（А.Н.Мальцев）（联合主席）、Р.А.麦德维杰夫（Р.А.Медведев）（联合主席）、Г.И.斯克里亚尔（Г.И.Скляр）（联合主席）、А.А.保托夫（А.А.Паутов）（责任秘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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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苏共、俄共被解散，停止活动，左派共产党人遭受重大挫折。作为“禁共”后最早成立的左派政党之一，劳动人民社会党，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Р.А.麦德维杰夫等人曾经为恢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俄共的重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1991年11月23～24日在叶卡捷琳堡成立，1992年1月9日在俄罗斯司法部获准登记，是第一个获准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登记时党员人数6000余人，党的执行机关是由8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B.A.秋利金（B.A.Тюлькин）、B.Н.斯特拉德莫夫（B.Н.Страдымов）、B.A.奥夫钦尼科夫（B.A.Овчинников）、B.И.安皮洛夫（B.И.Апилов）、B.Г.乌斯秋扎宁（B.Г.Устюжанин）、A.М.马卡绍夫（A.М.Макашо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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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等大工业城市。安皮洛夫由于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带领“劳动俄罗斯”支持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竞选俄罗斯总统，被开除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

该党宣称：“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工人阶级，因此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共产党员把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以及祖国的自由、独立和繁荣昌盛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依据”，“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学说”，“运用工运和共运中一切最好的经验”。该党“活动的目的在于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建立无阶级的社会”，“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的制度，“铲除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保卫祖国的完整”等。各级党组织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同劳动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同盟军，“振兴苏维埃政权，使其成为劳动人民的政权”。

该党主张劳动人民苏维埃当权，通过和平的合法途径把反人民的集团从最高权力机关中排挤出去，提出“在各个企业中成立工人苏维埃”，为“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而斗争”。反对私有化，不接受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主张使企业无偿地成为劳动集体的财产，大力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城市和农村进行等价交换，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该党反对三权分立，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它不承认苏联解体，认为恢复国家统一的前景是全面恢复苏联所有原来的标志：宪法、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家机构、象征。该党不要求其成员一定是无神论者，主张信仰自由。

1993年在俄罗斯双重政权时期，该党支持议会，保卫“白宫”直至以武力与政府对抗。“十月事件”后，该党被当局勒令解散，禁止参加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在1995年12月17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以该党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劳动俄罗斯—争取恢复苏联”竞选联盟获得了4.53%的选票，超过俄罗斯农业党（3.78%）、“俄罗斯民主选择—联合民主派”（3.86%）、俄罗斯公众大会（4.31%）的得票率。在43个竞选联盟中，它的得票率居第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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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联盟”（“Гражданский союз”）

成立于1992年6月底，公民联盟是一个中派联合组织，当时一些十分活跃的中派政治家和政党、政治组织加入了公民联盟。它的最高协调机关是政治协商委员会，在政治协商委员会中有一些当时十分著名的政治家，如时任俄罗斯副总统的А.В.鲁茨科伊（А.В.Руцкой）、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РСПП）］主席和副主席А.И.沃尔斯基（А.И.Вольский）和А.П.弗拉基斯拉夫列夫（А.П.Владиславлев）、俄罗斯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主席Н.И.特拉夫金（Н.И.Травкин）等人，公民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В.С.利皮茨基（В.С.Липиц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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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1993年俄罗斯最高国家执行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立法权力机关之间尖锐对立、对抗时期，公民联盟作为立法权力一方的重要政治组织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莫斯科十月事件”最终以总统为首的执行权力一方获胜而结束了政治对抗，政府反对派被打垮，俄罗斯首届民选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被解散，包括А.В.鲁茨科伊在内的一大批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入狱，各反对派政党和组织包括公民联盟遭受沉重打击，其影响力大大削弱。“莫斯科十月事件”后重组的公民联盟参加了1993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所获得的选票未达到5%的下限，未能以党派身份进入国家杜马。

救国阵线（Фрон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пасения）

1992年10月24日成立，这是一个在当时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形势下民族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联盟，其组织基础是由当时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中“俄罗斯”、“俄罗斯共产党人”、“祖国”、“俄罗斯联盟”、“公民联盟”几个议员团联合而成的“俄罗斯统一”联盟。38名著名的反对派活动家加入了救国阵线，其中包括19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一些反对派政党和运动加入了救国阵线，组成了由不同党派领导人任联合主席的领导集体，其中包括М.Г.阿斯塔菲耶夫（М.Г.Астафьев）、Г.А.久加诺夫、В.Г.拉斯普京（В.Г.Распутин）、С.Н.巴布林（С.Н.Бабурин）、В.И.阿尔克斯尼斯（В.И.Алкснис）、А.С.米特罗法诺夫（А.С.Митрофанов）、А.Н.帕夫洛夫（А.Н.Павлов）、А.М.马卡绍夫（А.М.Макашов）、Р.И.科索拉波夫（Р.И.Косолапов）、И.В.康斯坦丁诺夫（И.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Н.捷列霍夫（С.Н.Терехов）、М.Г.季托夫（М.Г.Титов）、А.А.普罗哈诺夫（А.А.Проханов）等人。

救国阵线强硬的政治立场，过激的口号和活动引起当局的不安，在其成立大会后的第三天叶利钦总统发布“关于在俄罗斯联邦捍卫宪法制度的措施”的第1308号总统令，勒令将救国阵线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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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主选择”（“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

成立于1993年6月10日，当时是作为民主力量联盟而成立的，同年10月17日再次召开成立大会，这时成为竞选联盟，同年10月21日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主要领导人是Е.盖达尔、С.А.菲拉托夫（С.А.Филатов）、А.Б.丘拜斯（А.Б.Чубайс）、В.Ф.舒梅科、П.С.菲利波夫（П.С.Филиппов）、А.雅科夫列夫（А.Яковлев）、Г.Э.布尔布利斯（Г.Э.Бурбулис）等。这是一个集中了当时许多政府要员和知名人士的联盟，是支持叶利钦—盖达尔激进改革方针的激进民主派联合组织，参加该联盟的有：民主俄罗斯运动、经济自由党、全俄私有化和私人企业协会、俄罗斯农户（农场主）和农业合作者协会、合作者和企业家同盟等一些政党和社会组织。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后，该联盟中的骨干分子开始建党过程，1994年8月9日该党登记，党的名称是俄罗斯民主选择党（Партия“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登记时党员人数2500人。党的执行机关是委员会，由135人组成，党的主席Е.盖达尔，党的政治委员会除盖达尔外由28人组成：В.В.巴布金（В.В.Бабкин）、С.Е.布拉戈沃林（С.Е.Благоволин）、В.М.维什涅波利斯基（В.М.Вишнеп- ольский）、И.И.扎斯拉夫斯基（И.И.Заславски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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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主选择”把民主、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以及1991～1995年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中“在正确的方向上运动”所发生的变化宣布为幸福生活的主要条件。它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的竞选口号是自由、财产和法制，宣布其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反通货膨胀，刺激竞争和吸引投资；主张“廉价”和“低税”，目的是迅速发展私有制成分，认为大力推行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主张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农业改革，主张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等等。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俄罗斯民主选择”拥有第一大议会党团，但同时内部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特别是，1994年底车臣战争爆发后，盖达尔等人以“俄罗斯民主选择”运动的名义反对叶利钦的车臣政策，并宣布该运动转上反对派立场。为此，在政府中任职的该运动的成员丘拜斯、科济列夫等人相继宣布退出该运动。随后，该运动逐渐与现政权疏远，由于失去了权力的支撑，它的实力进一步削弱，在1995年1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一败涂地，未能进入国家杜马。

俄罗斯统一和谐党（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согласия）

1993年10月21日登记，登记时党员人数575人，党的领导人С.М.沙赫赖（С.М.Шахрай）；党的执行机关是由17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除沙赫赖外，还有：Р.Г.阿卜杜拉季波夫（Р.Г.Абдулатипов）、Н.М.沃尔奇科娃（Н.М.Волчкова）、В.И.伊万科夫（В.И.Иванков）、А.Е.科罗布钦科（А.Е.Коробченко）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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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妇女”运动（Движение“Женщины России”）

1993年10月成立。加入该运动的有俄罗斯妇女联合会、女企业家协会和陆海军女军人协会。属中左社会政治运动，其领导人为А.В.费杜洛娃（А.В.Федурова）和Е.拉霍娃（Е.Д.Лахова）。

该运动主张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赞成改革，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在改革过程中社会政策应放在优先地位；主张各联邦主体一律平等和强大的俄罗斯；要求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

俄罗斯公众大会（Конгресс русских общин）

为迎接1995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1995年初在当时俄罗斯政坛上出现的一个颇有号召力的组织。1995年1月27日Ю.В.斯科科夫（Ю.В.Скоков）当选俄罗斯公众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1995年2月8日获准登记。此后实现了Ю.В.斯科科夫，А.И.列别德（А.И.Лебедь）、С.Ю.格拉济耶夫（С.Ю.Глазьев）“三巨头”联合，一度颇具影响力，在1995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虽然未能越过5%的门槛以党派身份进入国家杜马，但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列别德在该次总统选举中获得了位列第三的佳绩。

“前进，俄罗斯！”运动（Движение“Вперед，Россия！”）

1995年2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该运动的主席Б.费奥多罗夫（Б.Федор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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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民主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РПСД）］

1995年2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党的主席是А.雅科夫列夫（А.Яковле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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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从2000年4月起开始了分阶段的联合、建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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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01年11月24日召开成立大会，18个社会民主政党和组织实现了联合，组成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党的领袖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党的主席是萨马拉州州长К.季托夫（К. Титов）。据戈尔巴乔夫说，新成立的统一社会民主党有3万多党员，是按照《俄罗斯政党法》的规定成立的，并将按《俄罗斯政党法》的规定参加竞选。该党的纲领是在“劳动与资本、社会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之间保持伙伴关系和进行历史性妥协”。该党主张使俄罗斯从一个总统制国家变成总统—议会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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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概况

一 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演化

俄罗斯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俄国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和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

（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

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商品性农业在俄国欧洲领土的南部地区迅速发展；一些现代工业部门，如采矿、冶金、石油开采和金属加工工业也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逐渐兴起建设港口和修建铁路的热潮。进入20世纪后，俄国成为农业工业国。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和重点不同的经济地区。一些工农业产品已经位于欧洲和世界的前列。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占世界的4%以下，位于欧洲的第四位和世界的第五位；谷物产量5047万吨，是欧洲最大粮食净出口国之一；石油（包括凝析油）产量、锯材产量和木材运出量分别居于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棉织品的产量占世界第三位；机器制造业产值、焦炭和砂糖（国产原料制造的）产量占第四位；生铁、铁矿石、水泥、钢产量占第五位；采煤量占第六位。俄国在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上超过意大利和日本。

（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苏联期间，俄罗斯作为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构成了苏联经济的主体。在1917～1991年的70多年间，俄罗斯经济是在苏联统一的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规划和发展的。这种体制是在30年代根据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对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和卫国战争的胜利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俄罗斯经济共经历了12个五年计划。虽然，其间出现了许多挫折和失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这一时期仍是俄罗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战前时期和战后和平发展时期。在战前时期，由于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之中，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尽快摆脱经济落后状态和被动挨打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危机和萧条时期，苏联的经济却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苏联迅速建立起了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经济经过短暂的恢复而进入长达4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封锁，在经济发展中实施了经济“赶超”战略。其赶超的主要目标是“最强大和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已成为强大的工业农业国。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而居于世界第2位。许多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位于世界的前列。

进入70年代后，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生产性国民收入由1966～1970年的7.8%下降到1981～1985年的3.6%；社会总产值由7.8%下降到3.5%；工业产值由8.5%下降到3.7%。如果考虑到在经济统计中含有大量的重复计算和虚假成分，那么到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负增长。

从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开始到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间多次更换主要领导人，不断调整改革方针与政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取向经历了从“计划—市场经济”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变化，但改革未取得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从本质上触动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荐的经济改革药方，采取“休克疗法”，推行以大规模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被摧毁，正常的经济联系被中断，加之在财政、货币、私有化等领域出现一系列政策失误，导致经济连年下滑，俄罗斯经济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92～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5%，工业产值下降了50%，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下降了70%。5年中，俄罗斯遭受的经济损失既超过西方国家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产值下降40%～45%），又超过剧变后前苏东地区其他许多“转轨”国家。

1995年，经济出现积极现象：降幅趋缓，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出现回升，外贸额、财政收入增加，但经济整体跌势仍未能扭转。1996年仍未能制止经济滑坡，失业人口增加，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但在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外贸进口和改进财税方面有了明显改进，全年物价涨幅为21%，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从上年的1/4降至1/5。1991～1996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6000倍。

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再趋恶化。与1990年相比，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跌幅累计已超过50%，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从第2位降至第15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世界第50位。1999年受卢布贬值和国际市场油价上扬以及普里马科夫政府大幅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等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经济呈现好转势头。2000年，普京继续推行稳健的社会经济政策，致力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加紧推行税制改革，促进国内工业复苏和发展。对外利用国际油价一度上涨的有利形势，大力拓展国外能源市场，经济好转势头进一步巩固，宏观经济指标大幅上扬。2001年政府进一步深化社会和经济自由化改革，出台了《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强化改革的法律保障。同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使之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保护低收入者。经济增幅小于2000年，但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势头基本稳定，且增长质量显著改善。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杠杆，同时外国投资增加，外债大幅减少。但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经济增长受国际能源市场行情影响仍较大。

2001年7月18日，政府通过了《至2004年经济发展中期纲要》，规定未来三年内GDP年增长率不低于3.5%～4.5%，工业增长3.2%～4%，投资增速每年不低于6%～8%，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保持年均5%的增速。

普京执政三年来经济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30%。商品的实际出口额增长25%，其中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的出口增长70%以上。居民实际收入增长32%。人均最终消费增长了近1/3。三年前平均退休金只达到退休者最低生活保障线的70%，而2002年退休金达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线。2002年，在世界经济总体不景气的背景下，经济仍保持增长势头。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2002年GDP达到10.8634万亿卢布（以1美元兑换31.5卢布折算约合3448.7亿美元），同比增长4.3%。2002年联邦预算收入额为21984.95亿卢布，超额完成计划2.6%；联邦预算支出额为20442.23亿卢布；预算盈余达1542.72亿卢布（约合49亿美元）。由于近几年一直实行非赤字预算，并连年都有盈余，所以截至2003年1月1日，俄罗斯用于偿还债务的财政储备高达2090亿卢布（约合6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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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是俄罗斯偿还外债的高峰年，共需偿还外债173亿美元（其中本金108亿美元，利息65亿美元）。虽然经济领域还存在诸多消极因素（如税负沉重、行政壁垒和腐败严重、国家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经济体制透明度低、投资风险大等），但总体发展情况趋好。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经过认真实地考察，将俄罗斯长期主权外汇债务和卢布债务的资信等级分别提升到“BB”级和“BB+”级，与符合投资要求的资信等级起点“BBB-”只有一级之差。

表4-1 1997～2001年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变化情况（按可比价格计算，为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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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执政的8年中，俄罗斯政局稳定，经济连年快速增长，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至2007年增长了72%，工业生产增长了56.2%，零售业增长了141.3%，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401.9%，固定资本投资增长了159.3%，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141.4%。

2007年，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多项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7年，俄罗斯GDP同比增长8.1%，工业产值同比增长6.3%，农业产值同比增长3.3%。GDP不仅是俄罗斯8年来最高增幅之一（2000年曾达10%，但当时是199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期），也大大高于全球经济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从绝对值看，2007年GDP总体规模已达32.9886万亿卢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达1.35万亿美元，名义GDP是1999年的6倍，实际GDP已恢复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相当于葡萄牙的40%。俄罗斯国内舆论认为，2007年的经济达到了普京执政8年稳定发展的最高峰。

与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同，2007年投资和消费成为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向国内市场的部门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建筑业、制造业和零售业。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年固定资本投资增长21.1%，基础部门的总产值（通常该指标被用作评估GDP增长的间接指标）同比增长8.6%，住房开发增长29.9%，零售贸易周转额增长20.1%，工业生产（按ОКВЭД分类法的C+D+E部分）同比增长6%，其中制造业同比增长9.8%。按照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测算，2007年2/3的GDP是由建筑业、商业和加工制造业创造的，换言之面向国内的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俄罗斯官方认为，其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由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时期。

表4-2 2002～2007年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变化情况（按可比价格计算，为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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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俄罗斯拥有苏联60%的国民生产总值、64%的国民财富（土地、森林和矿藏除外）、57%的工业产值、46%的农业产值、62%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和52%的进出口贸易。按照俄罗斯统计机构根据国际比较法计算，1990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258.5亿美元，为美国的22.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285美元，为美国的37.4%。其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的份额按汇率计算为4.72%；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为5.2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处于停滞和衰退阶段。其经济实力明显下降：198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4%，位于第6位；它的出口额在世界的份额为2.94%，占第9位。而到199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比重已下降到3.36%，跌落到第9位；其出口比重下降到1.61%，跌落到第14位。
 
[2]

 当然，它的某些产品的产量仍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80年代后期，俄罗斯每年生产世界天然气的32%、石油的9%、化肥的12%和水泥的8%。同美国相比，它的金属切削机床、拖拉机、石油、天然气、钢、化肥、水泥等原材料产品的产量占据优势，而电力、煤、谷物、肉类的产量却只相当于美国的1/3左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经济实力明显下降。据俄罗斯学者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92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79%，已低于帝俄时期1913年的水平，经济实力下降到欧洲的第5位和世界的第9位。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比重下降到1.96%，位于第11位。

随着1996年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俄罗斯经济实力在世界的位次已被排挤到第11位以外。1995年出口在世界的比重下降到1.61%，位于世界的第19位。与1990年相比，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跌幅累计已超过50%，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从第2位降至第15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世界第50位。俄罗斯报刊承认，就多数经济指标而言，俄罗斯现已处于中等（地区性）强国的范畴。

表4-3 俄罗斯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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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经济快速增长，已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

三 经济区划和生产力布局

（一）经济区划

俄罗斯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俄罗斯的经济区正是依据这些不同的自然条件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而逐步形成的。全俄罗斯共有12个经济区。

中央区

位于俄罗斯欧洲领土的中部。面积48.5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2.8%。人口3000.46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2人。城市居民占83%。全区包括12个州和一个中央直辖市：布良斯克州、弗拉基米尔州、伊万诺沃州、卡卢加州、科斯特罗马州、莫斯科州、奥廖尔州、梁赞州、斯摩棱斯克州、特维尔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图拉州和莫斯科市。矿产资源有褐煤、盐、磷灰矿、泥煤。该区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莫斯科近郊和图拉州出产一些褐煤，但煤的质量不好。该区是俄罗斯经济，特别是工农业最发达地区，具有门类齐全的机器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体系。主要工业：机械制造业、金属加工业、轻工业、化工和石油化工业、纺织业。

中央黑土区

位于俄罗斯中央高地的南部。面积为16.77万平方公里，人口787.9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6.3人。城市居民占61.4%。全区包括5个州：别尔哥罗德州、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利佩茨克州和坦波夫州。矿产资源：泥煤、铁矿、铝土矿、磷灰矿等。该区是俄罗斯基本农业区。其工业主要是铁矿开采业和黑色冶金业。主要工业：机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黑色冶金业、别尔哥罗德州的农工综合体。该区的土壤肥沃，气候条件好，区内4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是俄联邦传统的农业区，食品工业占有重要位置。

西北区

位于俄罗斯欧洲领土的西北部。面积19.65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1.15%。人口809.3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1人。城市居民占86.8%。全区包括3个州和1个市：列宁格勒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和圣彼得堡市。该地区属资源消费地区。矿产资源有油田、油页岩、磷灰矿。该区是发达的工业区。主要工业：机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轻工业。该经济区是俄联邦的机器制造业中心，它为俄联邦的电力、仪器制造、电子、造船、光学技术、森林、化工、日用品工业提供各种复杂的技术设备，在生产各种型号的大功率涡轮机方面占全俄第一位；同时也是连接北欧与俄罗斯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铁路、海运都较发达，公路运输不断发展，圣彼得堡市建有俄联邦最大的航空港。圣彼得堡市及其他一些大城市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设计中心和科研人员，该地区在俄罗斯科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北方区

位于欧洲领土的北部。面积146.63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8.6%。人口613.6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1人。城市人口占76.8%。该区包括3个州、两个共和国：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沃洛格达州、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共和国和科米共和国。该区集中俄罗斯欧洲领土50%的森林资源和34%的水力资源。森林、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以及渔业是该区的主要经济部门。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凝析油、煤、铁矿、磷灰石矿；已探明有多种金属和稀有金属矿、食盐矿。主要工业：燃料能源工业、森林工业和木材加工业、冶金工业、化工和石油化工业、渔业。纸浆与造纸工业是北方区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前苏联1/3的纸张、1/5的硬纸板都是由该区生产的。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是该区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该地区的镍、铜、铝、钴的生产量在俄联邦名列前茅。第三大支柱产业是化学工业，主要产品有氨水、复合肥、硫酸、磷酸、含磷化工原料。第四大支柱产业是渔业，该地区所濒临的巴伦支海和白令海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暖流与寒流交汇处的海水中营养盐类和浮游生物充足，鱼类资源十分丰富，为世界著名渔场。

伏尔加—维亚特区

位于东欧平原。面积为26.33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1.5%。人口848.3万（1993）。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2.2人。城市人口占69.8%。该区包括两个州、3个共和国：基洛夫州、下诺夫哥罗德州、马里共和国、莫尔多瓦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该区是传统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主导的工业部门是汽车、船舶制造业和机床工业。主导的农业部门是谷物、技术作物和肉奶畜牧业。

伏尔加河流域区

面积为53.64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3.2%。人口1689.59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8人。该区包括6个州、两个共和国：阿斯特拉罕州、伏尔加格勒州、奔萨州、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卡尔梅克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硫黄、盐。该区是俄罗斯发达的工业—农业区和生产出口产品的最大经济区之一。按工业规模和发达的程度仅次于中央区和乌拉尔区；而按农业发达的程度居于全俄的第二位。主要工业是机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化工和石油化工业（在国内居领先地位）、轻工业、农工综合体（在国内占主要地位）。

北高加索区

面积为35.51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2.1%。人口1766.97万，占11.6%。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8.6人。城市人口占57.4%。该区包括1个州、2个边疆区、7个共和国：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该区按自然条件划分为平原地区、山前地区和山区。其中，草原地区占该区的大部分，是全俄最大的畜牧业地区之一。在工业部门中，燃料工业、化学和水泥工业比较发达。该区农业主要种植谷物和油料作物。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富金属矿、铜矿、钨、钼、汞。主要工业是农用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冶炼、轻工业。

乌拉尔区

位于乌拉尔山脉的中部（部分地区位于其南部和北部）地区。面积为82.4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4.8%。人口为2043万，占13.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8人。该区包括：5个州、两个共和国：库尔干州、奥伦堡州、彼尔姆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盐、多金属矿、镍矿、铝土矿、汞。该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工业地区之一，拥有发达的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采掘工业、化学工业和建材工业。该区的机器制造业在全俄仅次于中央区而居于第二位。

西西伯利亚区

面积为242.72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14.2%。人口为1516万。城市人口占72.4%。该区包括5个州、一个边疆区、一个共和国：新西伯利亚州、克麦罗沃州、鄂木斯克州、托木斯克州、秋明州、阿尔泰边疆区、戈尔诺—阿尔泰共和国。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该区是最重要的工业区和最大的农业—畜牧业区之一。主要工业部门是能源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金属加工业、化工及石油化工工业。主要的农业部门是大麦、燕麦、荞麦种植业；牛奶、肉奶畜牧业。

东西伯利亚区

面积为412.28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24.1%。人口为926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人。该区包括1个州、2个边疆区、3个共和国：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外贝加尔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矿产资源有煤、木材、水资源。该区是俄最大的森林工业基地和重要的燃料动力生产基地。

远东区

面积为621.59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领土面积的36.4%。人口为803.2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人。该区包括4个州、两个边疆区、一个共和国、一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区：阿穆尔州、马加丹州、萨哈林州、堪察加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犹太自治州、楚科奇自治区。该区是俄罗斯最大的黄金、钻石产地和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主要的工业部门有采矿业、有色金属业和森林工业。

加里宁格勒州

位于俄罗斯的最西部，具有经济区的地位。加里宁格勒市是该区的行政中心，城市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矿产资源有琥珀、盐、褐煤、泥煤、石油。主要工业部门是机械制造与金属加工业、木材加工与造纸业、农工综合体（畜牧业）。该区具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具有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潜力。

（二）生产力布局

俄罗斯生产力的布局是同其自然资源的分布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受到苏联历届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帝俄时期，俄罗斯主要是一个欧洲国家，生产力基本上配置在其领土的欧洲部分。它的工业和农业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区、西北区、伏尔加河流域区等地区以及南方地区。

前苏联时期，为了消除各民族地区的不平等状态，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苏联政府曾多次制定并不断调整和实施合理配置生产力的计划。战后以来，随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逐步枯竭和全国劳动力的日益短缺，在生产力布局方面，实行了战略东移的方针，以超越的速度发展东部地区。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广大的东部地区和一些边远的地区形成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

俄罗斯工农业生产力配置的基本格局是：

1.能源工业

俄罗斯是世界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主要的能源是煤、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二战后以来，俄罗斯能源生产的重心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

煤炭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4个特大型煤田分布在西伯利亚：即勒拿煤田、通古斯煤田、坎斯克—阿钦斯克煤田和库兹巴斯煤田。其他主要的煤田还有西部的伯朝拉煤田和莫斯科煤田。

石油工业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油区、伏尔加—乌拉尔油区以及位于欧洲地区东北部的季曼—伯朝拉油区。西西伯利亚油区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储集区和产区。全区最大的采油区主要分布在秋明州。萨莫特洛尔油田的产量位于世界的前列。

天然气工业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科米共和国以及北高加索地区。其中，位于秋明州的乌连戈伊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气田之一。

电力工业的分布情况是：火电站主要分布在油气和煤炭资源的产区以及重要的工业城市；水电站，特别是100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主要坐落在伏尔加河、叶尼塞河、安加拉河、卡马河等主要的河流上；核电站主要分布在俄罗斯欧洲领土的重要城市，如圣彼得堡、库尔斯克、沃罗涅日等城市附近。

2.冶金工业

钢铁工业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地区、中央区和西西伯利亚区。乌拉尔钢铁工业基地有几十家钢铁企业，其中，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最为著名。中央区钢铁工业基地拥有库尔斯克、新利佩茨克等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西西伯利亚钢铁工业基地拥有库兹涅茨克和西西伯利亚钢铁厂等大型钢铁企业。

俄罗斯是锡、锑、汞等有色金属短缺的国家。其有色金属工业的门类不全。铜工业主要分布在乌拉尔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地区。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西伯利亚北部和欧洲的科拉半岛。铝工业主要分布在东西伯利亚、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以及西北区。

3.机械工业

俄罗斯的机械工业门类繁多。重型机械制造业主要分布在乌拉尔地区、中央区、东西伯利亚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区。机床、工具、动力机械制造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西北区、乌拉尔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最大的生产中心。汽车工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伏尔加河流域区和中央区。造船工业主要分布在波罗的海沿岸、北冰洋沿岸、远东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地区。

4.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中央区、西北区、伏尔加河流域区），石油化学工业主要配置在东部地区（西西伯利亚、乌拉尔区）的油气产地。中央区是最大化工基地。硫酸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伏尔加河流域区和西北区。制碱工业主要集中在伏尔加河流域区和伏尔加—维亚特区。化肥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区（以氮肥为主）、科拉半岛（以磷肥为主）以及乌拉尔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以钾肥为主）。有机合成工业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区。

5.其他工业

水泥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乌拉尔区、伏尔加河流域区和北高加索区。森林工业（主要是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主要分布在西北区、东西伯利亚区、西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轻纺工业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中央区是传统的棉、毛和丝纺织工业区和化学纤维工业区。食品工业主要分布在农业和畜牧业发达的地区，以及最重要的食品消费中心和工业发达的经济区，如中央区、伏尔加河流域区、北高加索区和西伯利亚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最大的肉类工业中心。乳品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伏尔加河流域区、西西伯利亚区。油脂工业主要分布在北高加索区、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流域区。水产品加工业主要分布在波罗的海沿岸、北冰洋沿岸和远东太平洋沿岸的重要城市，以及内陆水域的加工中心。

6.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

俄罗斯农业生产的地带性明显，地区分布不均衡。从种植业分布的地域分类来看，可分为5类：西北区主要种植大麦、燕麦以及马铃薯、亚麻；中央黑土区和北高加索区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生产春小麦为主的产粮区；南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是以春小麦为主的产粮区；北高加索区是亚热带作物、甜菜和水果的主要产区。从畜牧业分布的地域来看，以肉、奶为主的畜牧业主要包括西部绝大多数经济区，以及西西伯利亚区。这里以养牛业为主，养猪业也很发达。以养羊业为主的地区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区，以及广大的山地地区。以养鹿业为主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苔原带和森林苔原带，以及部分山地地区。城郊畜牧业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中央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大城市郊区。

第二节 农、林、牧、渔业

一 农业

农业在俄罗斯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90年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15.8%，农业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5.3%，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4%。1991年之前，农工综合体生产和提供的食品约占居民食品消费总量的97%。

1990年之后，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其中1991年下降5%，1992～1996各年，分别下降8%、4%、12%、8%、7%。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98年之后，俄罗斯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粮食产量开始回升。

（一）农业私有化改革

苏联时期实行的是单一的土地国有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农业生产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集体农庄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禁止土地自由买卖。

1991年4月新的土地法颁布之后，俄罗斯开始在农村进行了以土地私有化为中心的大规模改革，其主要内容是：

（1）改变土地所有制，变单一的土地国有制为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到1997年俄罗斯近87%的农业用地已从国家所有转为农业生产者所有。

（2）突破了土地抵押和土地自由买卖的禁区，由有条件的土地买卖发展到土地自由买卖。1991年土地法颁布后，俄罗斯允许一部分土地实行有条件的买卖。此后，叶利钦总统曾两次发布命令，实行包括农业用地在内的土地自由买卖。

（3）取消和改组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变原来单一的农庄农场经营形式为多种经营形式。1995年8月，政府宣布，农庄农场改组工作基本结束。2/3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组成企业，另1/3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依然保留了原有的地位。通过改组和重新登记，共组建了28万个农户（农场）经济，1.85万个新型农业企业。国营经济成分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以土地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企业约占重新登记生产单位的85%。

（4）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大都实行了私有化和股份化。按照农业私有化方针和有关专项条例，政府对农工综合体中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技术服务企业、物资技术供应企业和国营合作社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和股份化。到1996年底，90%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73%的农业服务企业和86%的粮食制品企业实现了私有化。

经过上述改革，农业生产者主体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农业商品生产者由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经济和居民经济三部分组成。

1.农业企业

到1996年1月1日，共有农业企业2.7万个，其中，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跨单位企业9294个，占34.4%；合伙公司、股份公司和其他新型法律组织形式1.77万个，占65.6%。

2.农户（农场）经济

1996年，全俄登记的农户（农场）经济数为27.86万个，拨给的土地面积1244万公顷，其中，农业用地1134万公顷，占全国农业用地的6.2%；耕地为826.6万公顷，占6.3%。农户（农场）经济的平均占地规模为44公顷。

3.居民经济

居民经济包括居民个人副业、集体果园和菜园以及别墅地段等居民副业经济。1996年占用的农业用地为760万公顷，占全国农业用地的3.6%。但其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占46%。

（二）农业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0～1996年，历年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分别是：1990年——15.5%，1991年——17.8%，1992年——10.8%，1993年——7.9%，1994年——5.0%，1995年——3.5%，1996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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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而且农业投资的绝对额也大幅度减少。1991～1996年，用于农工综合体的投资额减少了92%，在农业和食品部的企业和组织系统则减少了96%。在农业投资中，来自国家预算的拨款大量减少。农业投入的大幅度减少，必然使农业的综合生产指标明显恶化。

（三）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

实行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主要表现在：

（1）农业企业购买的主要技术设备大大减少。全国农机（具）拥有量减少大半，农用汽车一度减少90%。

（2）出售给农业消费者的化肥和含石灰材料大量减少。由于化肥出售量的减少，每公顷耕地平均所获得的化肥量也大大减少。1990年每公顷耕地平均可施用化肥83公斤。而1996年，每公顷耕地平均只能施用化肥14公斤。其中，氮肥9公斤，磷肥3公斤，钾肥2公斤。

（3）农田水利建设停滞不前。1990年，农业中建成投入使用的灌溉地为10.5万公顷，排干地为16.2万公顷。随着整个农业投入的逐年减少，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96年，建成投入使用的灌溉地只有3300公顷，排干地3000公顷。1994年农业企业拥有灌溉地516万公顷，排干地503万公顷，共计1019万公顷，仅占农业用地的4.8%，占耕地的7.8%。

（四）种植业

种植业是农业中的两大生产部门之一，它依靠农业中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来种植各种农作物，生产各种农产品。

1.农业用地和播种面积

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农业用地和种植面积都呈减少趋势。1990年，全俄共有农业用地2.138亿公顷，其中，耕地1.318亿公顷，草场和牧场8010万公顷。到1996年，已分别减少到2.084亿公顷、1.26亿公顷和7870万公顷。

1996年，农业企业占用农业用地1.695亿公顷，占全部农业用地的81%。其中，耕地1.112亿公顷，占全部耕地的88%；居民经济占用的农业用地710万公顷，占3.4%。其中，耕地410万公顷，占3.3%；农户（农场）经济占用的农业用地为1080万公顷，占5%。其中，耕地790万公顷，占5%。

199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占53.6%、技术作物占6.3%、土豆和蔬菜瓜类作物占4.3%、饲料作物占35.8%。

2.主要农作物产量

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主要农作物产量处于不稳定状态。1991～1997年，粮食产量有3年增产，4年减产。除了1992年达到1.069亿吨外，其余年份均未达到1986～1990年年均1.043亿吨的水平。1995年，粮食产量处于最低谷，只有6340万吨，较1992年减产40.6%，较1991～1997年年均产量8507万吨减产25.5%。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

1991～2001年，历年粮食产量（万吨）分别为：1991年——8190，1992年——10690，1993年——9910，1994年——8130，1995年——6340，1996年——6930，1997年——8860，1998年——4790，1999年——5470，2000年——6550，2001年——8520。

二 畜牧业

畜牧业包括养牛业、养猪业、养羊业和家禽业等。其主要畜产品是肉、奶、蛋和羊毛。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畜牧业生产呈下降趋势。

1.主要牲畜和家禽数

实行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主要牲畜和家禽的数量逐年减少。1990～1997年，牛由5880万头减少到3580万头，减少了40%；猪由4000万头减少到1950万头，减少了52%；羊由6130万只减少到2360万只，减少了62%。

2.主要畜产品产量和采购量

9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畜牧业生产状况的恶化，俄罗斯主要畜产品的产量和采购量也呈下降趋势。1990～1996年肉类（屠宰重）、奶类的产量分别下降48%和36%。1992～1996年蛋类产量下降26%；毛类产量（自然重）下降57%。1990～1996年，由于各种畜产品产量的下降，牲畜和家禽的采购量下降了3/4左右；奶和奶制品的采购量下降了60%以上；蛋品的采购量下降了近一半。

1997～2000年上述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其中，1997～2000年肉产量分别为485万吨，470万吨，431万吨，443万吨；奶产量分别为3410万吨，3330万吨，3230万吨，3230万吨。蛋产量和羊毛产量同样呈下降趋势。

3.牲畜和家禽的生产效率

90年代以来，俄罗斯畜牧业生产状况不景气，不仅表现在产量上的减少，而且反映在牲畜和家禽生产效率的降低。比如1992～1996年，每头奶牛的挤奶量减少了9%，每只鸡的年均产蛋量减少了3%，每只绵羊的年均剪毛量（自然重）减少了近12%。

三 林业

俄罗斯具有相当丰富的森林资源。到1993年1月1日，俄罗斯的森林资源总面积为11.8亿公顷。其中，林地面积为8.87亿公顷。在林地面积中，森林覆盖面积为7.64亿公顷。俄罗斯的木材蓄积量为807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

俄罗斯是世界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俄罗斯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一半多为森林或其他林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委员会统计，俄罗斯、巴西、加拿大和美国占世界森林总量的50%，其中俄罗斯占22%，巴西占16%，加拿大占7%，美国占6%。

1.森林构成和地区分布

俄罗斯森林的构成品种，主要是针叶林（占森林树种总构成的82%）、软阔叶林（占16%）和硬阔叶林（占2%）。

俄罗斯的森林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地区、西西伯利亚地区、东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这些地区的林地面积为6.41亿公顷，各种品种的木材蓄积量为660亿立方米。乌拉尔地区最大的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西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林区在秋明州；远东地区最大的林区在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东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林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

俄罗斯木材蓄积量最大的地区有：东西伯利亚区、远东区、西西伯利亚区和北方区。这些地区的木材蓄积量占俄罗斯木材总蓄积量的90%。

俄罗斯每年采伐的木材，除满足国内需求外，每年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木材和锯材总价值为15亿～31亿美元。1992年，俄罗斯向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运去了640万立方米用材。

除了提供大量木材外，俄罗斯森林还具有丰富的动物资源，可提供大量珍贵毛皮和野味。

2.森林的恢复和更新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俄罗斯在进行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之后，还进行了大面积的森林恢复和更新。

表4-4 俄罗斯主要林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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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防护和森林火灾

俄罗斯森林遇到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病虫害和森林火灾。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每年都采用一定的森林防护措施，以减少森林病虫害和火灾的发生。1990～1995年用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的面积由48万公顷增加到62万公顷；用航空方法防火的面积每年保持在7亿公顷以上。

四 渔业

俄罗斯是具有发达渔业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俄罗斯开始大力发展渔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的渔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从1991年以来，受俄罗斯整体经济危机的影响，渔业产品的产量逐年下降。

表4-5 捕鱼量和海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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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渔业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两个部分。

1.海洋渔业

俄罗斯面临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的10多个边缘海，海岸线总长度达4万多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起，俄罗斯开始大力发展海洋渔业，加紧建造捕鱼船和运输加工船，建设新渔港和改建、扩建原有渔港，并从国外购买大批先进的拖网渔船以及加工、冷藏和运输船。到70年代末，以俄罗斯为最大加盟共和国的苏联已拥有100吨位以上的捕鱼船近4000艘，总吨位近370万吨，分别占世界同类捕鱼船数的近20%和总吨位的40%以上。渔业基地船和运输船共6000艘，分别占世界同类渔船的75%和84%。苏联共建立了5支渔船队：远东渔船队［驻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方渔船队（驻地在摩尔曼斯克）、西部渔船队（驻地在加里宁格勒）、黑海—亚速海渔船队（驻地在塞瓦斯托波尔）、里海渔船队（驻地在阿斯特拉罕）。苏联解体后，这五支渔船队中的前三支归俄罗斯所有。

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其渔获量在俄罗斯总海获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50年代初期，仅占43%，而到90年代则占90%。在海洋渔业捕捞的鱼类中，主要是鳕鱼，其渔获量约占全俄总渔获量的1/3以上。其次是竹[image: ]
 鱼、毛鳞鱼、秋刀鱼，约占全俄总渔获量的1/5。鲱鱼、沙丁鱼类的渔获量约占10%。在海洋捕捞量中，近海渔获量占35%～40%，远洋渔获量占60%～65%。在海洋渔业的渔获量中，90%以上是在大陆架水域捕捞的，在大陆坡和深海的渔获量比重不到10%。大西洋是俄罗斯的传统捕鱼区，其渔获量占俄罗斯海洋渔获量的59%。主要的捕鱼区和渔场有：大西洋东北部渔区（以巴伦支海、挪威海、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主体）、大西洋西北部渔区（以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和拉布拉多半岛临近海域以及美国东北沿海为主体）、大西洋东部渔区（从直布罗陀到非洲西海岸刚果河口之间）和刚果河口以南的大西洋南部渔区以及地中海、黑海渔区等。其中，大西洋东北部渔区的渔获量占俄罗斯渔获量的20%～25%。太平洋也是俄罗斯发展海洋渔业的主要海域，其渔获量在俄罗斯海洋渔获量中占40%。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俄罗斯在太平洋的海获量增长了1.5倍以上。主要的捕捞渔区在北太平洋。其中包括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和日本海在内的太平洋北部渔场，是俄罗斯漁获量最大的渔区，其渔获量平均占俄罗斯海洋渔获量的30%左右。其次是包括阿拉斯加湾、北美大陆东北岸和阿留申群岛周围海域在内的东北部渔区。太平洋中南部渔区是俄罗斯开辟的新渔区，它分布在以北美洲和南美洲西海岸为主的太平洋中东部和东南部渔区，并包括澳大利亚东海岸、新西兰周围海域的太平洋西南部渔区。新渔区的渔获量只占俄罗斯海洋渔获量的3%左右。从6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才开始在印度洋捕捞海产品，其渔获量只占全俄海洋渔获量的1%。

2.淡水渔业

俄罗斯内陆水域辽阔，全国大小河流200多万条，其中1/4左右的水面可供养鱼。大小湖泊20多万个，水面总面积3000万公顷以上。其中50%以上可供发展渔业。此外，全俄有几百座水库，约500万公顷的水面可供养鱼。还有10多万公顷池塘，其半数水面亦可用来养鱼。20世纪50年代，内陆水域的渔获量在全俄总渔获量中的比重与海洋渔业相差不多，前者占43%，后者占57%。但是，随着海洋渔业的迅速发展，俄罗斯的渔业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海洋渔业的产品比重大大提高，而内陆水域渔业的产品比重大大下降。目前，后者只占10%。

内陆水域渔业包括湖泊渔业、河川渔业、水库渔业和池塘渔业四大类。在内陆水域渔业的渔获量中，95%以上是淡水鱼，品种达300种之多。主要是鲤科，其产量占淡水鱼总产量的1/3以上。其次是鲑科、鳅科、杜父渔科和鲟科等。60年代以来，湖泊渔业的渔获量约占淡水鱼渔获量的1/5。河川渔业主要提供鲤科、鳊、心白鲑、鲟等70多种鱼类。水库渔业主要提供鳊、鲈、鲱等30多种鱼类。池塘渔业主要分布在城镇郊区，其主要商品鱼产区是：北高加索、中央区和中央黑土区。70年代后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湖泊渔业和河川渔业的发展。例如，贝加尔湖由于沿岸受造纸企业的污染，目前的渔获量还不到战前的1/3。伏尔加河的渔获量也因遭污染而明显减少。

3.漁产品加工

漁产品加工是俄罗斯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鱼类加工、甲壳类及软体动物加工、水生动物的油脂加工等。鱼类加工是指生产鱼罐头、熏鱼、鱼粉和冻鱼等，主要是生产鱼罐头。9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食品工业处于衰退状态，鱼罐头的生产量也逐年减少。

俄罗斯海产品加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就地捕捞就地加工，即在拥有冷藏和鱼品加工设备的大中型渔船、冷藏-运输船和渔业基地船上进行加工。这种加工不仅减少了漁产品的腐烂变质，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设备利用率。目前，俄罗斯80%百吨以上的渔船拥有冷藏设备，60%的拖网渔船有鱼类加工设备。俄罗斯的远洋捕鱼基本上实现了捕捞和加工相结合。另一部分是在陆地上进行加工，其加工企业规模不大，主要分布在沿海、滨湖的中小渔港。它们除了利用地方性的小渔船队和内陆水域提供的鱼类外，主要利用远洋渔船队提供的冻鱼进一步加工成罐头、鱼粉和熏鱼等。

据2007年1月10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2007年俄罗斯渔业远洋捕鱼共达329.5万吨，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1%。

第三节 工业

一 概况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很不发达，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仅占1/3，而工业部门结构中又以轻工业为主，其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2/3。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俄国工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的破坏，濒于崩溃的边缘。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基础上，苏联通过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工业化的总路线的基础就是从重工业开始。从发展重工业的核心，即机器制造业开始，这实际上就是偏重于甲类工业，即生产资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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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针影响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具体分为八大工业部门：燃料动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建筑材料工业；森林、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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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在俄罗斯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工业的特点是：重工业发展始终占优先地位，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涌现出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工业生产集中程度很高，这是俄罗斯生产力布局政策的结果。在工业生产中，俄罗斯把工业部门分成几个综合体来进行计划和组织发展。这几种综合体是：燃料动力综合体、冶金综合体、机器制造综合体、化学森林综合体、建筑综合体、社会综合体和东部的区域性生产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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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秋至1994年6月为第一阶段，1994年7月起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俄罗斯的工业发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私有化的第一阶段，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的计划体制，并以国有企业为突破口，通过私有化形式开始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造。这一阶段实行的是无偿私有化。外国投资者可以参加拍卖、竞卖和投资招标，以及购买私有化证券。到1994年6月底，70%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2万个大中企业已转入股份化；小私有化比例达75%；农业中私有化企业和个人副业产值已达86%；非国有制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就业人数达到4000万。从1994年7月1日起推出第二阶段私有化计划。这一阶段私有化的特点是从无偿私有化转为有偿私有化，从追求政治目标转向注重经济效益，刺激生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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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俄罗斯工业生产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工业产值同比增长6.3%。加工业表现尤为突出。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统计，加工业生产2007年同比增长9.3%。加工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速快，发展后劲强，其主要亮点表现在四个部门：机械制造业、塑料制品生产、木材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业。这四个部门2007年平均增速达15%以上。

2007年俄罗斯能源工业生产总体表现逊于2006年，生产增速放缓，增速同比为1.9%。而2006年增速为2.3%。

2007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表现为：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能源和矿产资源出口的支撑，卢布持续升值使得加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断减弱，俄罗斯机电产品出口效益持续下降。为此俄罗斯有关业内专家认为，俄罗斯在国际黑色冶金市场，以及化学和石油化工市场上遭遇国外产品的激烈竞争，其中在国际黑色冶金产品市场上受到中国的强有力竞争，也是俄罗斯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二 主要工业部门

1.燃料动力工业

燃料动力工业是建立在俄罗斯本国资源基础上的强大工业部门，俄罗斯的煤、石油、天然气、泥炭、铀矿的储量在世界上均处于前列。燃料动力工业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之一，它包括电力工业和燃料工业。

俄罗斯电力工业由热电站、水电站和原子能电站三大系统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工业的企业数在增加，发电量逐年减少。原子能电站的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1%～12%之间。热电站发电量的比重出现下降的趋势，水电站发电量的比重在上升。在工业部门中，电力工业的盈利较高。

俄罗斯电力分布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欧洲区、西伯利亚区、远东区。俄罗斯电力工业装机容量的72%在欧洲区部分，主要是火电和核电以及伏尔加河上的梯级水电站；而西伯利亚区能源有一半是水电，还有7个100万千瓦以上的火电厂；远东区的电力装机占整个俄罗斯装机比重的7%，只有几个小的火电厂。

2007年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依然表现为增长乏力，据工业能源部统计，俄罗斯初级燃料和能源资源生产量为17.901亿标准燃料吨，2007年比2006年同期增长仅为0.9%。2007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增长2.1%，煤产量增长1.4%，水电站发电增长2.2%，核电站发电增长2.1%，天然气开采量减少了0.8%。

2007年石油及冷凝气开采量为4.9083亿吨。

根据石油及冷凝气开采量，俄罗斯排列前5位的公司是：①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②卢克石油公司；③大不列颠-秋明石油公司；④苏古尔特石油天然气公司；⑤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这5家公司占俄罗斯全国年石油开采量的75%。

俄罗斯燃料工业分为石油工业、天然气工业和煤炭工业。

（1）石油工业

苏联的石油开采重点由西部向东部转移，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转向伏尔加-乌拉尔地区，20世纪70年代又向东转移到西西伯利亚的秋明地区，这里有全俄最大的，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萨莫特洛尔油田。秋明地区的石油开采量占全俄总开采量的66%。

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РОСНЕФТЬ）成立于1995年9月，是国有控股石油公司，其前身是苏联石油部及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该公司1996年拥有石油储量为14.83亿吨，石油产量为1300万吨，石油加工量为450万吨。1995年时雇员人数是6.988万人。公司董事会由总裁董事长、国家部委、子公司、地方行政长官共12人组成。俄罗斯石油公司设有8家石油生产公司、9家炼油厂、12家油品销售公司及其他公司。12家子公司是：①阿尔汉格尔斯克地质公司（Архангелскгеолдобыча），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和加工。②克拉斯诺达尔石油有机合成公司（Краснодарнефтеоргсинтез），成立于1950年，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和加工，现有雇员1497人。③莫斯科石油和润滑油厂（Московский завод для нефти и смазок），成立于1925年，现有雇员366人。④捷尔姆石油公司（Термнефть），从事与热采有关的各项研究和试验。⑤共青城炼油厂（Комсомольский НПЗ），成立于1950年，位于阿穆尔州共青城，现有雇员916人。⑥普尔石油天然气公司。⑦斯塔夫罗波尔石油天然气公司。⑧克拉斯诺达尔石油天然气公司。⑨卡莱姆石油公司。⑩达吉斯坦石油公司。⑾萨哈林海洋石油天然气公司。⑿图阿普谢炼油厂。此外，俄罗斯石油公司还有一些对外合作机构，包括中央地球物理国外勘探公司、油气计算中心。经营范围是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藏普查、勘探、开发、运输及加工；石油产品、石化产品及其他产品生产；石油、石油产品及其他产品销售；投资活动（包括有价证券业务）；对外经贸、进出口业务；完成联邦国家及地区消费者的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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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ВОСТСИБНЕФТЕГАЗ），成立于1994年4月，经营范围是地球物理勘探、区域性勘探和详查、钻井、开发以及石油天然气供应。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国家部委、地方行政官员及子公司代表共9人组成。东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有3家子公司：叶尼塞地球物理公司，位于叶尼塞斯克；叶尼塞石油天然气地质公司，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东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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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然气工业

全俄共有17个天然气开采区。秋明州是全俄最集中最大的天然气开采地，占天然气开采总量的92%。天然气工业相对比较稳定。天然气储量集中在乌拉尔的奥伦堡气田和西西伯利亚的马连戈伊、扬堡、扎波利亚尔、麦德维热5个大气田。天然气开采工业集中程度高，85%的开采量是由3个大型企业进行的，它们的年开采量都在500亿立方米以上。

据俄罗斯工业能源部的初步统计，2007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达到6507.6亿立方米，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0.8%。其中天然气工业公司开采5496亿立方米，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0.1%。

与2006年同期相比，2007年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全国天然气开采总量中的比重由83.9%提高到84.5%。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Газпром），是苏联解体后在苏联天然气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储量和开采量方面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企业，也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年开采量在100亿～500亿立方米的企业有2个，年开采量在10亿～100亿立方米的企业有7个，而年开采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下的小型企业有16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向国内的天然气供应量已占俄罗斯能源总供应量的一半以上，向西欧的天然气年出口量约1200亿立方米，外汇收入超过150亿美元，它控制了24%的欧洲天然气市场。此外，向独联体国家每年约出口8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从事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加工、储运以及销售，还从事多种经营，包括旅游业、农业、航空以及通信等业务。俄罗斯的气田和凝析气田均由该公司开采，其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95%以上。对天然气的生产和销售完全实行垄断。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继承了苏联统一的供气系统，拥有21个天然气生产企业、9个研究所、6个工程局、6家服务公司，直属企业和子公司的职工总计36万人。苏联时期的统一供气系统十分庞大，包括200个气田和凝析气田；22.6万公里的输气干线；407座压气站，总安装功率达5900万千瓦；46座地下气库，总有效容量800亿立方米；4500个配气站；6家天然气加工厂。统一供气系统的调度中心在莫斯科。苏联解体后，统一供气系统照常运行，俄罗斯以外的有关设施，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租用。除独联体各国外，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区约70家公司进行合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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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炭工业

俄罗斯煤炭资源丰富，其探明可采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2%，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居第三位，预测储量超过5万亿吨。煤炭品种比较齐全，从长焰煤到褐煤，各类煤炭均有。俄罗斯主要煤炭基地有西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矿区、欧洲东北部的伯朝拉煤矿区、东西伯利亚的坎斯克-阿钦斯克矿区和莫斯科郊区矿区。大型炼焦煤基地在库兹涅茨克和伯朝拉。较大的露天煤矿基地有乌拉尔的科尔金诺、博戈斯洛斯克、沃尔昌斯克矿区；西伯利亚的坎斯克-阿钦斯克、伊尔库茨克和库兹涅茨克煤田；远东的莱奇哈、萨哈林。在煤炭工业中，大中型煤矿占优势地位。年开采量在100万吨以下的小型煤矿有6个；年产量在100万～500万吨的煤矿有14个；年产量在500万～1000万吨的煤矿有10个；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大型煤矿有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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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煤炭资源的最大缺陷是地区分布极不平衡，3/4以上分布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煤炭产地与大量需求煤炭的工业地区相隔遥远，运输落后制约了煤炭工业的发展。煤炭工业的盈利率很低，也影响着自身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曾大力发展露天采煤。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露天采煤量占煤炭总产量的比重有所下降。欧洲部分储量地理分布如下：46.5%的储量在俄罗斯中部，即库兹巴斯煤田；23%的储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几乎都是褐煤，适于露天开采。此外还有一部分动力煤分布在科米共和国（82亿吨），罗斯托夫州（65亿吨）和伊尔库茨克州（55亿吨）。

煤炭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远东和乌拉尔等几个大型地理经济区的主要燃料。这些经济区中的个别地区，像远东地区的滨海边疆区长期以来燃料供应短缺，致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对劳动力就业、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俄罗斯的地理经济区中仅有7个是煤炭产区，而有5个地区是煤炭主要消费地区。在7个煤炭产区中，像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3个地区实际上煤炭完全可以自给。而其他4个地区，尤其是乌拉尔和远东地区，需要一部分外运煤炭。这些地区所需的煤炭品种和质量，光靠自产煤量是不够的。因此，每年大约有1/4的煤炭产量，约4000万吨至5000万吨需要在各地区间相互调配，平均运距达1000公里，最长运距达3000公里。俄罗斯煤炭工业改革政策是1993年出台的。从1993年起，俄罗斯煤炭工业的市场竞争就已形成，从而保证了有支付能力单位的需求。当时还出现了能够自筹资金的私营煤炭公司。

煤炭工业有72个煤炭生产股份公司（不含子公司），其中24个为联邦控股公司和6个国营煤炭开采联合企业。俄罗斯煤炭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现有井工矿和露天矿的生产能力在降低。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的数据，未来天然气的价格将不断上升，而煤炭企业经过重组以后，其生产费用会不断下降，因此各地区的煤价应当低于天然气价格。在现阶段，煤炭工业主要的改革任务是，根据增长的需求，制定煤炭工业发展目标；以最快的速度关闭严重亏损企业和解决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制定有效的由国家调控私人煤炭公司的灵活机制。俄罗斯有60%的煤产量来自私人煤炭公司，所以改革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是有效地调节市场经济下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因此，地下资源利用、确保煤炭稳定而充分供应、改进立法和规范权力范围，是国家调控的重点。根据条件修订现有的政策包括：煤矿安全规程以及煤炭企业技术操作和设计定额。在要求俄罗斯动力部对煤炭工业加大调控力度方面包括：干部培训，实施部门和部门间科技发展纲要，支持和发展部门科学研究和设计制造院所的倡议。俄罗斯煤炭工业部门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提高煤炭生产潜力。根据俄罗斯2020年动力战略以及联邦“动力有效经济”的目标规划，到2005年煤炭产量应达到3亿吨，到2020年必须达到4.3亿吨。为完成发展规划所规定的总生产能力，到2005年以前，需投入资金671.4亿卢布（按2001年卢布比价计）。上述资金来源，既靠企业自有资金，又需要来自联邦政府的预算资金。预算外资金总额494.2亿卢布，将主要来自企业自有资金（折旧提成和利润），以及来源于引资和银行贷款。

2007年俄罗斯煤的开采量为3.1437亿吨，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1.4%。

据俄罗斯能源综合体业务统计，2007年俄罗斯各煤炭公司向国内市场供应煤炭1.924亿吨，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2.2%，其中供应各电站9060万吨煤，供应用于生产焦炭4250万吨煤，供应居民和公共生活以及俄农工综合体生产需要的煤炭为2590万吨煤。

2.冶金工业

冶金工业是俄罗斯的传统工业部门，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铁矿，黑色冶金是工业的骨干部门。冶金工业分为两大门类：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大型冶金中心在西北区、中央区、乌拉尔、库兹巴斯、伏尔加沿岸和西西伯利亚。大型冶金企业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克里沃罗日、新利别茨克、西西伯利亚、切列波维茨、车里雅宾斯克等。其中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规模最大。在炼钢部门，生产工艺得到某些改进。黑色和有色冶金部门的产品盈利率和资产盈利率均高于整个工业。俄罗斯的有色金属工业有炼铝、镍、铅、锌、铜等工业。在安卡拉有大型炼铝厂。在有色冶金工业中，锡、锑、汞冶炼业不发达，俄罗斯是这些有色金属短缺的国家。

冶金工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钢产量仅次于日本，曾经达到世界第二，但近年来俄罗斯冶金工业生产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2007年俄罗斯冶金生产和金属制品生产比2006年同期增长2%，其中冶金生产增长1.8%。成品轧材生产增长2.4%，钢管生产增长10.2%，铁矿石生产增长2.4%，焦炭生产增长3.5%。铁的生产达到5150万吨，比2006年同期下降了1.6%。钢的生产达到7240万吨，比2006年同期增长2.2%。

俄罗斯有色金属冶金工业情况：

俄罗斯铝业集团公司2007年完成了企业重组，目前该集团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初级铝生产企业。

2007年俄罗斯初级铝生产增长6%。铜的生产同比下降了0.3%。镍的生产下降了0.8%。

3.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

俄罗斯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布局也在由西部向东部地区转移。俄罗斯的东部地区，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拥有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森林资源、食盐和磷灰石等，对发展化学工业提供了有利的资源条件。20世纪70～80年代，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起十几座石油加工厂，年加工能力一般都在600万～1200万吨石油。全俄最大的鄂木斯克石油加工厂年加工能力为2000万～2200万吨石油。俄罗斯的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主要分为5个部门：基础化学，产品主要是硫酸、纯碱、烧碱和化肥；化学纤维和纱线；合成树脂和塑料；合成橡胶和轮胎工业。重点发展化肥、新型结构材料和化学纤维。

2007年俄罗斯化学工业生产同比增长6.1%，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同比增长23%。化肥生产达到1765.5万吨，同比增长8.9%。合成树脂和塑料生产同比增长15.4%。聚乙烯生产达到124.5万吨，同比增长15.9%。

4.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

机器制造业是俄罗斯工业的核心，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它为工业本身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技术装备，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现代化起着关键的作用。苏联长期以来一直以超越整个工业部门的速度发展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俄罗斯机器制造业的一个特点是生产高度集中，并且具有高度垄断性。据官方统计，在整个工业中垄断企业有420个，其中256个在机器制造业。机器制造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生产与军事化密切相关，有80%的机器制造企业与军工生产相关。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部门的企业数增加很快。机器制造业的分部门主要为：重型动力和运输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电子计算机和仪表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家电工业。在整个机器制造业中，俄罗斯把机床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和仪表制造业、电机工业和电子工业作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催化部门。俄罗斯消费市场最为畅销的家电产品主要有四类，即电视机、冰箱、录像机和洗衣机。

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俄罗斯家电工业一直处境艰难。从内部因素看，由于资金短缺，企业无力进行技术更新改造，自产家电的综合竞争力弱，在质量、性能、外观上远远落后于同类进口产品。从外部条件看，在实行外贸自由化的同时，政府未采取必要的民族工业保护措施，国外家电大量涌入俄罗斯市场，致使本国家电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比较知名的电视机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部分，并拥有一批小有影响的国产品牌。例如，莫斯科市“红宝石电视机厂”的“Рубин”；沃龙涅什地区“电信股份公司”的“Рекорд”；圣彼得堡市“彩虹股份公司”的“Радуга”；诺夫哥罗德地区“量子联合生产公司”的“Садко”等。这些品牌电视机一般采用世界流行款式和设计，引进外国的主要部件在俄罗斯进行组装，技术性能和外观造型上均有了很大改观，价格水平也基本与国外同类产品持平。洗衣机生产厂家也基本分布在欧洲部分，例如，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斯维尔德洛夫生产联合公司”、别尔哥罗德州的“斯塔尔奥斯科尔工厂”和基洛夫市的“维斯塔股份公司”。市场上比较知名的国产洗衣机品牌有“Вятка-Алена”、“Ока-9”、“Фея”、“Малютка”和“Сибирь”等，以手动、小容量、软塑机壳为主，而半自动、全自动机型比重不足10%。由于价格、性能和质量等原因，这些机器的主要用户是低收入阶层。莫斯科市的大部分俄产洗衣机的平均价格约在30～100美元之间。冰箱企业主要有莫斯科市的“吉尔股份公司”、斯摩棱斯克市的“艾斯别尔戈股份公司”、奥伦堡州的“奥尔斯克机械厂”、利佩茨克地区的“利佩茨克钢铁企业”等。市场上能见到的国产冰箱品牌有“Stinol”、“Зил”、“Саратов”、“Смоленск”、“Орск”和“Ока”等，其售价大致在80～140美元之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俄罗斯对部分进口商品实行质量和安全认证制度，看其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安全要求，是否持有相应的商检证明。俄罗斯每年都对进口税率进行较大幅度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家电进口税率呈明显攀升趋势。

机械制造业是俄罗斯工业的基础，其产值曾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35%，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生产连年增速发展。2007年机械制造业生产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19.3%。

机械设备制造业生产：

2007年俄罗斯机械设备生产同比增长43%，其中液压涡轮机生产同比增长89.1%，空压机生产同比增长56.6%，柴油机和柴油发电机生产同比增长21.6%。

建筑机械生产：

2007年俄罗斯建筑机械生产大幅增加，推土机生产同比增长50.6%，汽车吊生产同比增长31.9%，塔吊和桥吊生产同比分别增长31%和32.1%，筑路机生产同比增长28.8%。

这主要是得益于俄罗斯目前大力开展住宅建设，修筑公路，为建设之需国家预算拨付了大量资金。

农业机械生产：

2007年俄罗斯农业机械生产大幅增加，仅轮式拖拉机生产就增长了34.7%。国家预算为发展农业项目拨付了大量资金。2007年生产拖拉机13500台，同比增长23.8%。

机床制造业生产：

2007年机床生产同比增长14%。电力设备和电光学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2%，低压电器装置增长33.9%。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

2007年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5.9%，其中船舶、飞行器和宇航器材生产增长16.3%，汽车和拖车生产增长15.4%，卡车生产同比增长16.4%，柴油发动机大轿车生产同比增长52.8%。

2007年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生产的大幅增加，主要是得益于小轿车装配生产的大力发展，俄罗斯实施国家工程项目框架内对机械产品订货的增加，以及俄罗斯部分机械产品出口的增加。

5.建筑材料工业

建筑材料工业是俄罗斯的传统工业部门之一。各地区都拥有生产建筑材料的原料，建筑材料工业主要分布在工业发达的中央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建筑材料工业的下属分部门有：水泥工业、钢筋混凝土构件和配件工业、墙材料工业、建筑陶器工业、聚合原料制造的建筑材料、非矿物建筑材料工业和玻璃工业。在水泥生产行业，小企业（年平均生产能力在50万吨以下）较多，有27个，它们占本行业企业数的48%，而生产的水泥占水泥总产量的13%。大型企业（年平均生产能力在200万吨以上）有10个，占这一行业企业数的17.8%，生产的水泥占总产量的43%。“斯巴斯克水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其他大型水泥厂还有：“矿山工厂水泥厂”、“舒罗夫斯基水泥厂”、“沃尔斯基水泥厂”等。

6.森林、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

俄罗斯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为森林、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基础。这一部门也是俄罗斯的传统工业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部门的企业数逐年增加，在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数大量增加。这一部门在工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4.3%，仅高于轻工业所占的2.5%。森林、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的主要分部门有：森林采伐工业、木材加工工业和纸浆造纸工业。俄罗斯现有家具生产企业约3500家，其中550家大型企业的产值约占整个国内家具工业产值的80%。本国家具企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家具生产设备和国内紧缺配件的进口关税偏高，妨碍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一些国产和进口家具原材料以及国内能源价格的上涨，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价格接近进口产品，从而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2007年俄罗斯加工木材和木制品生产同比增长6.2%，纸浆生产增长3.7%。木材采伐生产同比增长15.2%，经济用材生产增长7.7%。

2007年俄罗斯森工综合体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有增长。1月至11月原木实际出口额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2%，深加工木材出口额增长了12.2%。1月至11月进口纸浆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33.8%，达到48亿美元。进口家具增长了60%。

为了提高对森工综合体投资的积极性，俄罗斯政府2007年6月30日颁布了《关于林业开发领域优先投资项目的决定》，工业能源部在决定的基础上制定了《列入林业开发领域优先投资项目清单的程序》，以及实施林业开发领域优先投资项目的要求。这些决定对扩大俄罗斯森工综合体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7.轻工业

轻工业一直是一个薄弱的工业部门，它的发展速度缓慢，设备陈旧落后。轻工业部门多为中小企业。轻工业部门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份额最小，在各工业部门中仅占2.5%。轻工业部门分为纺织工业，服装工业，制革、皮毛和制鞋工业。据预测2010年俄罗斯轻纺行业发展目标主要是将国产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提高到55%。俄罗斯轻工业有能力在亚麻、皮革、皮毛和化纤面料市场方面保持领先地位，但服装、针织面料和鞋等产品落后于国外。在国外市场，俄罗斯出口产品主要是布匹。

8.食品工业

食品工业主要包括：粮食食品制造业、肉类食品制造业、奶类食品制造业、鱼类制品工业、砂糖和糖果制造业、各种饮料制造业、制油和制盐业等。俄罗斯的面粉工业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流域区、北高加索区和中央黑土区等粮食主要产区，主要的面粉工业中心有萨拉托夫、车里雅宾斯克和奥伦堡等。油脂工业主要分布在北高加索区、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流域区等向日葵主要生产地区。罐头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中央黑土区、北高加索区等地。其中，水果蔬菜罐头工业集中在北高加索区，肉奶罐头工业集中在西北区、加里宁格勒州、中央区、西伯利亚区等地，鱼罐头工业主要集中在渔业发达的远东区、北方区和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除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设有专门的糖果点心加工企业外，一般的面粉、粮食加工企业也生产糖果糕点。俄罗斯的肉类制品加工工业主要分布在中央区、北高加索区、伏尔加河流域区、西西伯利亚区，这些地区约占俄罗斯肉类生产的半数以上。莫斯科、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最大的肉类加工中心，其加工能力大大超过本地区的原料供应能力，因此，不得不依靠远距离调运牲畜。俄罗斯的制糖工业主要分布在甜菜主要产地北高加索区以及中央黑土区和中央区，主要的制糖中心有沃罗涅日、图拉等。

第四节 商业、服务业

一 商业

（一）基本概况

苏联时期的商业物质基础较为坚实。1990年苏联共有零售商店34.74万家，商店总营业面积为316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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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商店普遍采用了自选、按货样售货等比较先进的服务方式。商业设施也较为完善，一般都设有冷藏设备和自动收款机。货物移动实现了全盘机械化，如采用托盘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等。运输、存储和整理商品等主要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达75%。然而，苏联时期商业的整体水平不仅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也远远落后于本国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1991年底，俄罗斯的服务业产值仅占其国内总产值的14%，根本无法满足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1992年实施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政策后，商店、快餐店、咖啡馆、小商亭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城市主要街道，集贸市场、各类商品批发市场、期货市场、交易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商业和公共饮食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到2001年零售商品周转总额达30400亿卢布，商业和公共饮食业的年平均职工人数达27.1万人。

经济转轨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性法律文件。如主要用于规范市场主体合法组织形式及地位的《私有化法》、《贸易自由化法》、《股份公司法》、《合作社法》、《破产法》等；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规则的《特权法》、《债权法》、《票据法》、《证券交易法》、《保险法》、《商标法》、《广告法》等；规范市场管理的《在商品市场中竞争和限制垄断活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有关宏观调控的《银行法》、《国家税法》、《投资法》；有关社会保障的《劳动法法典》、《社会保障法》等。这些法律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运行机制的保证，也是商业和餐饮业必须遵从的市场行为规范。

为了加强对消费品市场的管理，政府制定了《食品和非食品零售经营法规》、《酒类和啤酒零售经营法规》等，制定出《俄罗斯联邦商业企业工作条例》和《小型零售企业经营基本法则》，以及一系列有关公共饮食业的标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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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税收，税务局对个体商贩采取发放许可证的方式进行监督，在领取许可证之前缴纳税费。在各大市场、集贸市场强调使用“电子收款机”。

1997年4月7日第402号政府决议颁布了《对外经济联系和商业部条例》，对政府商业职能部门作出进一步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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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的所有制结构

苏联解体前，商业的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国营商业占据主导地位，私营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均受到限制和排挤。1991年，国营商业企业在零售周转总额中占67.2%，非国营企业占32.8%（其中私人企业仅占12.6%）。1992年俄罗斯实施私有化以后，商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数量越来越少。1996年国营商业企业只有5.7万家，占零售商业企业总数的12.7%。同年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商业在零售周转总额中占91%，其中私营企业占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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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发贸易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占95%，而国有企业只占5%。
 
[16]



表4-6 俄罗斯商业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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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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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的基本规模和运营方式

1.零售商业

1992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消费市场和商业流通领域发生了根本变化。商品流通领域废除垄断、放开价格；商业企业实行私有化，进行市场竞争。目前消费市场商品丰富，已经消除了商品短缺现象。1998年金融危机后，国产商品在国内消费市场所占比重增加，目前为60%。集贸市场（俗称“大市场”）的商品价格比较便宜，因此，经营各种商品的露天或非露天的“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1年它们占商品零售贸易额的比重为26%。据统计，2000年初仅莫斯科市一地就有223个“大市场”。但近两年关闭了50个，到2002年2月还有172个。由于“大市场”的商品价格便宜，比较符合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需求，销售额不断增加。莫斯科市约有72%的家庭购买“大市场”的商品，“大市场”的商品价格平均比零售商店便宜8%～12%。1999年莫斯科“大市场”的营业额为1855.33亿卢布，占莫斯科零售贸易总额的36.2%。

商品零售贸易企业已普遍实行私有化，国营商业企业占商品零售贸易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目前仅占4%。自1992至2001年，食品在俄零售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45%～48%，非食品所占比重为52%～55%。

2.批发商业

1996年，俄罗斯有各类批发贸易企业4.16万家，在册职工总人数为66.4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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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企业在批发市场上的商品零售总额为365万亿卢布（占当年商品零售总额的47.2%），其中生产资料销售额为265万亿卢布，消费品零售额为90.5万亿卢布。批发企业积极开展工、商、银相结合的批发体系和代理配送制，实行总代理、总经销，向批发贸易的规模化、规范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批发贸易企业主要有四类：物资类（生产资料）、食品和农产品类、日用消费品类和医疗类。物资类批发贸易企业共有4265家，其中建筑材料952家，石油和石油制品871家，煤533家，黑色金属和五金制品594家，机床设备713家，汽车配件及各种轮胎258家，经济用材344家；食品和农产品批发企业共有5146家，其中肉和肉制品711家，奶和奶制品575家，鱼和鱼制品576家，面粉、通心粉595家，糖果点心制品1099家，酒类饮料850家，蔬菜水果740家；生活耐用品约有3368家，其中服装622家、鞋430家，电器864家、电视无线电382家，日用杂品1070家；药品和医疗用品类共有1265家。

从消费品的批发结构看，国产消费品在消费品批发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1992年占77%下降到1996年的48%，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进口消费品所占比重已高达80.7%。

俄罗斯的批发贸易企业规模不等。批发贸易额在2500万卢布以下的批发企业共有24982家（其中，批发贸易额在100万卢布以上的共有15620家，占整个批发贸易企业总数的37.5%），批发贸易额在1亿～5亿卢布之间的共有6295家，占总数的15.1%，批发贸易额在5亿卢布以上的共有3100家，占总数的7.5%。在批发企业中，小型批发贸易占主体地位（占60%）。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有31457家批发企业平均在册职工人数在10人以下，占批发企业总数的75%，其中5人以下的企业占58%。这些小型批发贸易企业的人均批发贸易额为3890万卢布，利润占批发贸易额的17.2%，流通费用占14.8%；在册职工在90人以上的企业共有1264家，占总数的3%，人均批发贸易额为1200万卢布，流通费用占17.4%。统计资料表明，职工人数在15人以下的批发贸易企业效益最高：人均批发贸易额可达3370万卢布，流通费用仅占贸易总额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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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贸易企业在物资技术流通领域起着巨大作用。1995年，在批发贸易总额中石油、石油产品占15%，汽车占6%，鱼和鱼制品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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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批发贸易企业的作用正在受到直销贸易的冲击。1996年生产企业直接销售和批发的贸易额是整个批发企业贸易额的3.77倍，其总金额达1345万亿卢布。

批发贸易企业的分布不均衡。它们主要聚集在中央经济区，共有10100家，占批发贸易企业总数的24.3%；其次在西伯利亚经济区，有5800家，占13.8%；乌拉尔地区占11.5%；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占11.3%；而在北方经济区只有1400家，占总数的3.4%。

3.商品交易所

商品交易所是俄罗斯流通领域在1992年以后产生的一个新的商品分销渠道。经过几年的实践，商品交易所由私有化初期的盲目发展进入1996年的自发调控和规范发展时期。商品交易所的数量明显减少，由1992年的224家减少到1996年的78家，交易所中既无资金又无商品以及没有代理权的经纪人、中介公司的数目也在减少，由1992年的42300个减少到1996年的16500个，成交量由1992年的19700件减少到1996年的7900件。商品交易所交易额在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虽然越来越小，由1992年占1.6%下降到1996年的0.61%，但从交易结构看，工业品的比重则由1995年的57%增长到1996年的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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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销售商品的品种也由食品（占26%）、轻工产品（占12%）转向天然气、石油和石油制品（占58%）、金属和金属制品（占19%），而农产品仅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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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已从原来的大而全、杂乱无章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

俄罗斯的商品交易所主要聚集在中央经济区，共有29家；伏尔加河流域地区10家，乌拉尔地区9家，西西伯利亚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分别有6家。中央经济区的交易额名列各地区商品交易所交易额的榜首，商品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的61%，其次是乌拉尔经济区，占10.85%，再次是中央黑土地区，占5.3%。商品交易所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地区化。乌拉尔地区的商品交易所以金属和金属制品为主，中央黑土区以农产品为主。交易金额迅速扩大，平均每笔交易额由初期的440万卢布，增加到1996年的1.07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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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交易所大宗买卖增多，交易所中介公司的实力正逐步增强。

4.莫斯科的商业状况

莫斯科不仅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商业中心。莫斯科共有2589家商店，除了“古姆”、“楚姆”等10家苏联时期兴建的大型商场外，又兴建了好几座购物中心，例如“豪华购物中心”、“彼得罗夫斯克”等。此外，莫斯科还有204家大市场和集市，其数量比整个欧洲首都市场的总和还要多。规模较大的新兴市场有58个。其中日用工业品市场13个，食品市场16个，工业品、食品综合性市场24个，无线电、音像、建材、图书等专业市场5个。利用体育场、广场兴建的十几个大市场，其占地面积平均在2万～5万平方米以上。这些大型露天市场，既可批发也可零售。批发商、零售商、个体商贩、大小贸易公司、生产厂家，甚至外国商贸公司均在此设点销售商品。大市场的商品以款式新、价格低廉为特点。尽管大市场的条件不太好，冬天冷，雨季没有避雨设施，但因可向零售商、批发商乃至顾客提供运输、仓储（可将小批量当日未销完的货物存入仓库）、换汇点、快餐店等配套服务，使大市场贸易规模十分可观。莫斯科的大型超市以合资形式为主，主要经营食品，有40～50家，超市的食品绝大多数来自合资伙伴国家。

5.商业和餐饮业的外国投资企业

截至1996年底，俄罗斯共有商业和餐饮业领域的合资、独资企业6983家（占俄罗斯整个合资、独资企业总数的43%），此外，还有157家合资企业专门提供市场服务（负责筹建大市场、向居民提供摊位、仓储、运输等项市场性服务）。这些企业利用充裕的流动资金，灵活的销售方式，多渠道的进货方式，快捷的分销货物，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例如，法国的奥雷阿尔公司，已成为俄罗斯化妆品行业的头号公司。1997年，该公司的营业额增长68%，接近10亿法郎。美国的“麦当劳”快餐店、宝洁公司，日本和韩国的家用电器以及印度的红茶都在俄罗斯消费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并具有较强的垄断性。

二 服务业

（一）服务业所有制结构的改造

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的服务业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结构的改造。例如餐饮业，1992年共有140825家，其中国有餐饮企业总数为126411家，占79.8%。在非国有餐饮企业中，消费合作社占19.8%，而个体餐馆只有51家。到1995年初，餐饮业非国有经济成分占66.9%，其中个体经济占32.4%，消费合作社占16.2%，其他非国有企业占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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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服务迅速发展，它们在服务行业中所占比重为31%。个体服务在日常生活服务中占65%，在医疗、体育服务中占50%，在法律服务中占94%。个体服务几乎垄断了修理业：在住房修理中占93%，修补和制作服装业中占85%，家用电器修理业中占70%，针织编织修理业中占63%，鞋修理业中占63%。
 
[24]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托木斯克等地，个体服务经济更为发达，占当地服务业的70%以上。而在摩尔曼斯克、鞑靼共和国和马加丹等地个体服务只占45%。

（二）服务行业结构的调整

经济转轨以来，服务业纷纷开展有偿服务，从而使服务业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常生活服务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邮电住房公用事业和教育系统的比重上升（见表4-7）。

表4-7 居民有偿服务金额结构

[image: ]


在居民有偿服务的金额结构中，日常生活服务金额在不断缩小，而客运服务、住房物业管理公用事业的比重在不断增长。

（三）居民日常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总体水平较低，2001年居民日常服务的总金额仅为1096.26亿卢布。从居民日常服务金额结构看，房屋维修、服装制作、运输配送、汽车维修占的比重较高。

近年来，传统服务业的服务设施有了一些改进。对饭店、餐厅、洗衣店、照相馆的设施进行了更新。与此同时，还兴办了新型服务业，如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发展较快，主要是向社会提供咨询和软件服务，不少地区建立起信息服务网络。租赁业、广告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第五节 交通、通信

一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交通运输和邮电部门的职工数达525.3万人，占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总人数的7.9%。

俄罗斯交通运输的现状是，能够基本满足国内客货运输的需求，但个别运输方式发展滞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不均衡。

2000年以来，在GDP年均增长6.1%的情况下，货物运输年均增长3.8%，旅客运输年均增长6.7%。但各类运输工具承担的运输量明显不均衡。

货运。2000～2002年，铁路货运稳定增长（与上年相比），其中2000年增长速度最快，达到11.3%，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1.4%和2.7%。

汽车货运量的增长速度最快，主要原因是新兴商品和服务市场所产生的货流增长较快。与1999年相比，2002年的汽车货运量增长了8.9%。2002年，海运出现90年代以来的首次增长，主要原因是外贸出口增速较快。近年来，内河货运的增长速度也较快。

2000～2003年间，管道运输大幅度增长。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2.8%，2001年和2002年与上年同比分别增长了8.9%和9.3%。

客运。近年来，客运市场结构变化较大，这主要是运价变化引起的。它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之间客流变化与旅客支付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与1999年相比，2002年客运量增长了4.1%。其中航空客运量的增长较为显著，与2000年相比，2001年增长了13.4%，2002年增长了6.7%，2003年增长了20%。

城市客运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私人汽车数量的增长较快。长途客运方面，在铁路客运量减少的同时，航空客运量在增长。

表4-8 各种通用运输方式承担的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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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各种通用运输方式承担的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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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各种通用运输方式承担的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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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货物运输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海洋、内河、航空和管道运输等。铁路主要担负中长途运输运送大批量货物如煤炭、焦煤、石油、矿石、钢材、化肥、建筑材料、原木和粮食等；公路汽车运输主要承担小批量货物的中、短途运输；内河运输主要运送建筑材料、木材、石油和石油制品、粮食等；海洋运输主要为外贸服务；航空运输主要为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运送生活必需品，为大型建筑工地运送机器设备；管道运输主要运送石油和天然气。

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管道运输在货运中起着骨干作用。1997年这三种主要运输形式承担了国民经济中94%的货运量，其中铁路运输占35.0%，公路运输和管道运输分别占29.5%。管道运输在货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1991年占货运总量的16.4%，1997年已占到29.5%。

（一）铁路运输

铁路在俄罗斯运输系统中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它是一个大型的多部门的生产经营系统，拥有8000家企业，210万职工。运营的公用铁路网总长度保持在8.7万公里，其中电气化线路3.8万公里，约占总长度的43.7%，复线路段的长度为3.6万公里，复线占总长度的42%。公用铁路的线路密度为平均每千平方公里5公里。

在铁路的机车构成中，柴油机车约占一半，电力机车占21%，内燃机车占27%。

铁路的货运量呈下降的趋势，1993年比上年有所增加，但以后的几年又逐年下降。1997年铁路货运量只相当于1991年的45%。货运周转量也在下降，1997年的货运周转量只有1991年的47%。

铁路的客运量也在逐年减少，1990年客运量达到31.43亿人次，1997年减少到16亿人次，减少了近一半。铁路在客运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减少，1990年占6.5%，到1997年已降到3.5%。铁路的客运周转量也在下降，1997年客运周转量只相当于1990年的62%。

（二）公路运输

公路是指城市以外的汽车道路，公路属国家所有，分为联邦所有的道路，共和国、边疆区、州所有的道路，以及联邦自治实体的道路。

公路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一地区约占全国公路总长度的4/5，东部广大地区公路稀少，仅占1/5。公用公路的线路密度是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近30公里线路。

1997年俄罗斯的硬面公路长达75.6万公里，其中公用线路51.1万公里。硬面公路中有61.5%（46.5万公里）属于共和国、边疆区、州和自治实体，有32.5%（24.6万公里）属于部门，联邦所属的只占6%。

1997年公路的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均远不及1990年的水平。货运量只相当于1990年的1/4，货运周转量减少36.7%。

1997年比1990年的客运量减少了18%，客运周转量减少了32%。公路运输的组织工作差，服务质量下降，车辆的技术装备水平不高。

（三）海洋运输

俄罗斯北靠北冰洋，西和西南分别濒临波罗的海和黑海，东部面向太平洋，海岸线总长4.3万公里。俄拥有许多优良港湾，具有发展海运业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俄罗斯地处高纬度地区，大部分海域冬季结冰，通航期只有4～8个月。在北冰洋海域，通航期需要借助于破冰船领航。

俄罗斯的海运和海港主要分布在黑海-亚速海、波罗的海、巴伦支海与白海、太平洋的日本海及白令海沿岸，并形成了黑海、波罗的海、北方、远东和里海5支船队，主要承担远洋运输。

俄罗斯五大海域主要港口情况：

1.黑海—亚速海

（1）新罗西斯克港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输出港，位于黑海东岸，年吞吐量为2800万吨，运送的主要货物为原油，其次为水泥、煤炭、木材、谷物等。

（2）图阿普谢港是俄罗斯第二大石油输出港，位于黑海东岸，吞吐量为900万吨，主要货物为石油、矿石、煤炭、粮食。

2.波罗的海

（1）圣彼得堡港，位于芬兰湾东岸，吞吐量为1000万吨以上，主要货物为煤炭、矿石、矿物建筑材料、谷物、木材、油品等。同时是俄罗斯最大的国际客运港，国际航线通往70个国家。

（2）维堡港，位于芬兰湾北岸，吞吐量在1000万吨以上，主要货物为木材、建筑材料和磷灰石。

3.北方海域

（1）摩尔曼斯克港是北极圈内的不冻港，位于巴伦支海科拉湾西南岸，吞吐量700万吨以上，主要货物是磷灰石、煤炭、金属矿石。

（2）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是俄罗斯最大的木材出口港，位于北德维纳河河口，吞吐量500万吨以上，主要货物为木材和木材制品、煤炭和建筑材料等。

4.远东海域

（1）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位于日本海东北岸金角湾。吞吐量在900万吨以上。以外贸货物为主，主要是石油、木材和油品，以及食品和工业品。

（2）纳霍德卡港，位于日本海东北岸阿美利加湾，年吞吐量在1000万吨以上，是远东海域外贸出口港，主要输出煤炭、木材、工业品、杂货等。

（3）东方港，位于日本海西北岸符拉格尔湾，吞吐量4000万吨，是现代化深水港，主要出口木材、煤炭、矿石等。

5.里海海域

马哈奇卡拉港，位于里海西岸。该港石油输出量大，此外还有木材、棉花、硫酸、盐和谷物。

俄罗斯拥有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上的海港60多个，其中主要海港20个。运营的国际航线达70条，商船在55条航线上定期航行，商船到达125个国家的1400个海港。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萎缩，许多出口产品大幅度减产，限制了外贸的发展，海运货物量不断下降。

（四）内河运输

俄罗斯的内河轮船线路1996年为8.2万公里，水运系统和水运干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1）伏尔加—卡马河流域，是水运系统的主要干线，货运量为内河运输的第一位。伏尔加河全长3530公里，是欧洲最长的河流，而且水量最大。由伏尔加河经运河可通往波罗的海、白海、亚速海、黑海和莫斯科。货运量和客运量均占内河运量的一半。

（2）鄂毕河，全长3650公里，水系庞大，支流众多，流域面积为299万平方公里。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是西西伯利亚的主要河运干线，货运量居全俄内河运输的第二位。鄂毕河中游沿岸石油产区的物资供应主要靠河运，向北主要运送建筑材料和工业品，向南主要运送木材和石油。

（3）叶尼塞河，全长4102公里，是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258万平方公里。主要运送木材、粮食、煤炭、石油制品和建筑材料。

（4）勒拿河，是东西伯利亚的重要水运干线，全长4400公里，流域面积249万平方公里。流经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流向西南经乌斯季库特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相通，北经季克西同北海航线相连。运送的主要货物有石油制品、木材、工业品和食品。

（5）阿穆尔河（黑龙江）、结雅河和乌苏里江是远东的主要河运干线，主要运送木材、煤炭、石油制品、食品等。

俄罗斯的主要运河有以下几条：

（1）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全长227公里，北起白海岸边的白海城，南至奥涅加湖畔，将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航程由5000公里缩短到1000公里。

（2）莫斯科运河，全长128公里，1937年通航，把莫斯科河同伏尔加河连接起来。

（3）伏尔加—波罗的海水道，自奥涅加湖至切列波韦茨，全长368公里，把奥涅加湖同伏尔加河连接起来，使圣彼得堡到伏尔加河的航行时间由18天缩短到两天半。这条水路可以行驶5000吨级轮船。

（4）伏尔加—顿河运河，全长101公里，1952年建成。

由于修建了上述运河，可以使莫斯科经水路直通亚速海、黑海、波罗的海，大大改善了首都的对外交往。

俄罗斯的河网稠密，但河运干线结冰期较长。多数河流为南北流向，而主要货流为东西流向，这就影响了内河运输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同其他运输业相比，内河运输业发展缓慢，随着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内河的货运量和客运量从1991～1995年逐年下降。

1996年与1991年相比，内河运输的主要指标都大幅度缩减，1996年的货运量只相当于1991年的19.5%，货运周转量只有1991年的36%，客运量为1991年的24%，客运周转量为21.6%。

（五）航空运输

俄罗斯的民用航空线总长将近100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长达20多万公里，同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80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通航。

莫斯科是全国最大的航空枢纽，有4个民航机场，即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谢列梅捷沃和贝科沃。莫斯科承担全国1/5以上的民航运输量，年客运量达2000万人次。

圣彼得堡是第二大国内和国际航空港，同200个国内城市和独联体国家城市以及近20个国家通航。

此外，还有叶卡捷琳堡（1924～1991年曾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等大型航空枢纽。

自1991年以来航空的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大幅下降，1997年与1990年相比，客运量下降72%，客运周转量下降62%。

（六）管道运输

管道干线总长度1996年为21.2万公里。管道运输分为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和石油产品管道。天然气管道是从天然气开采地或生产地将天然气运送到远距离的天然气分配站；石油管道是从石油开采区将石油运送到石油加工企业的管道；石油产品管道是将石油产品从生产地区（总站或转运站）运送到消费点的管道。1996年天然气管道长度达到15万公里，石油管道长4.7万公里，石油产品管道长1.5万公里。

同铁路运输相比，管道运输具有运量大、运费低、效率高、基建投资较低、易于实现自动化管理等优点。

1.俄罗斯的主要输气管线

1980年以前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建立了以西西伯利亚地区气田为主的全国统一的供气系统和输气管道网，它包括数百座气田、管道网、压缩站、煤气生产装置、地下储气库等。

主要输气管线有：

（1）乌连戈伊气田—乌日哥罗德—伊瓦采维奇，长4400公里，年输气能力为1500亿立方米。

（2）乌连戈伊气田—车里雅宾斯克，长3200公里，年输气能力339亿立方米。

（3）梅德韦日耶气田—莫斯科，长5000公里，年输气能力400亿立方米。

（4）下瓦尔托夫斯克—新库兹涅茨克，长965公里，年输气能力为100亿立方米。

（5）布哈拉—车里雅宾斯克和布哈拉—叶卡捷琳堡，长4464公里，年输气能力各为100亿立方米。

（6）加兹利气田—莫斯科，全长2694公里，年输气能力100亿立方米。

（7）奥卡列姆气田—莫斯科，长2545公里，年输气能力250亿立方米。

（8）雅库茨克—纳霍德卡港，长3200公里，年输气能力200亿立方米。

俄罗斯通过“兄弟”和“联盟”输气管道向东欧国家输出天然气，通过三条输气干线向芬兰、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输出天然气。

2.主要输油管线

（1）乌斯季—巴雷克油田—阿尔梅季耶夫斯克，长1900公里，年输油能力7000万到1亿吨，1973年建成。

（2）萨莫特洛尔油田—萨马拉，长2254公里，年输油能力7000万吨，1976年建成。

（3）苏尔古特—新波洛茨克，长3417公里，1980年建成。

（4）鄂木斯克—安加尔斯克，长2300公里，年输油能力1600万吨，1963年建成。

（5）安热罗—苏真斯克—安加尔斯克，长1613公里，年输油能力7000万吨。

（6）乌斯季—巴雷克油田—鄂木斯克，长1050公里，年输油能力4500万吨。

（7）萨马拉—科西昌斯克，长1086公里。

（8）乌曾油田—萨马拉，长1500公里，年输油能力4000万～5000万吨，1970年建成。

（9）乌辛斯克油田—莫斯科，长1855公里，年输油能力1600万吨，1976年建成。

（10）阿尔梅季耶夫斯克—乌克兰的乌日哥罗德“友谊”油管第一条线，长5500公里。

（11）阿尔梅季耶夫斯克—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友谊”油管第二条线，长4412公里，70年代初建成。“友谊”油管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年输油能力共约1亿吨。

管道运输的货运构成中，以运送天然气为主，而且运送天然气的比重在逐渐上升。1991年运送天然气占52.4%，1995年上升到60.5%。运送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比重在下降，运送石油的比重从1991年的42.3%下降到1995年的36.8%。石油产品相应从5.3%降到2.7%。

（七）交通运输系统的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交通运输系统的基础设施严重老化，缺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战略，行业技术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较为落后，交通运输领域的国际竞争加剧，国际社会对交通运输的环保和安全标准日益严格。这些情况对俄罗斯交通运输企业的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解决上述问题，从2000年开始，政府组织制定了一个名为《俄罗斯交通运输系统现代化（2002～2010年）》的联邦专项计划，以期提高交通运输业的效率与安全，保护国家的重要利益。

该计划为期1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5年，计划对现有技术设施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第二阶段，2005～2010年，加速发展交通运输，大幅度提高交通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该计划的核心之一，是大力发展国际交通运输大通道——“南北”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此外，是协调发展各种运输方式，将铁路、公路和港口、空港和大型货运终端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大型的交通运输枢纽。

其中，在公路交通方面，计划大力发展公路网，提高部分繁忙路段的通过能力，建设大型城市的环城公路，增加高速公路的里程。

在铁路方面，计划建设新线路，扩大电气化的路段，采用快速客运，装备新一代机车车辆。

在内河水路运输方面，要对现有大型船闸进行改建。

在空港方面，将对全国60多个空港，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顿河罗斯托夫等地的机场设施进行深度现代化改造。

在海港方面，计划改建现有、新建货物装卸设施。重点发展集装箱码头，石油及石油产品码头，化工品、化肥等专用码头。

在空运方面，计划全面更新现有客货飞机。预计各航空公司将采购130多架新一代干线客机，以及780多架国产支线飞机和直升机。对现役的420多架干线飞机进行现代化改造。

在海运方面，计划新增800万吨的载重能力。计划新建造近100万吨的内河船队。

在市内客运方面，计划将补充7万多辆新的公共汽车、无轨和有轨电车、地铁车辆等。

目前，运输业增长较快，设施使用率提高与设备老化同时存在。因此，保障安全是该计划以及各项分计划的重要内容。

该计划的总投资额按2001年价格计算为4.6万亿卢布。联邦财政拨款为8825亿卢布（占总投资额的19%），其中用于公路运输的投资为8577亿卢布，用于其他分项目的投资为248亿卢布。各联邦主体财政的投资为1.3858万亿卢布（占投资总额的29.8%），非财政渠道的投资额为2.378万亿卢布。

在该计划完成之后，将形成主要国际运输通道的基础设备。预计俄罗斯的过境运输量将增加8～10倍，达到30万～40万个标准集装箱。俄罗斯运输企业过境运输业务的收入每年将增加20亿～30亿美元。

二 通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俄罗斯通信业发展较快。仅2003年，通信服务总额就增长了42.4%，达到3591亿卢布。其中传统通信服务商（自然垄断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了40%，而新兴通信企业则增长了60%。在收入方面，新兴通信企业也大大超过了传统通信企业，二者的增长率分别为51.7%和28.1%。俄罗斯电信业在GDP中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2%～1.4%上升到2003年的2.86%。整个行业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GDP增长的速度。

2003年，通信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外向通讯基础设施的投资。2003年，该行业各企业投入使用了6.2万公里的电缆和中继线，400万门的程控交换机，新增1680万移动电话用户。增加了180万个本地电话机，主要是居民住宅电话。

根据联邦《2010年前乡村发展》专项计划，2003年继续发展农村地区电话网。电信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新开通35.56万个新用户，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47.4%。

2003年的大型电信建设项目是：俄罗斯—阿塞拜疆光纤线路、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电路利用DWDM技术实现扩容。

2003年本地电话业务的发展，主要以现代数字程控交换技术为主，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服务的质量，扩大了服务的内容。所有企业本地电话网程控化率从2002年的41.4%提高到了2003年的46.6%，从而扭转了通信设施老化的趋势。

俄罗斯移动电话的迅猛发展始于2000年。到2001年1月1日，全国已有移动电话用户340万，与1999年12月底相比增长了152%。

移动电话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该行业投资增长较快。其中2004年上半年投资增长45%。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移动电话用户超前增长。

2003年，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固定电话机的数量，并超出后者约200万户（5.5%）。据统计，2003年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从1800万增加到了3640万。截至2004年2月底，移动电话用户达到3988万。2003年，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24.7%，其中莫斯科市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了71%。俄罗斯目前在移动通信方面主要采用GSM制式。

2003年，俄罗斯IT市场稳定增长，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20.3%。电子计算机的更新率为8.3%。全国电子计算机总量已超过1300万台。家庭使用的电子计算机数量也在增加。现在，俄罗斯平均每100人拥有9台计算机（2002年为8.4台）。

俄罗斯因特网也在迅速发展。根据不同的测算，目前俄罗斯有1200万～1400万网民。为了促进行业发展，2001年7月，政府批准了联邦专项计划《电子俄罗斯》。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投资，发展网络。随着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ISP）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形成，服务的价格在不断下降，质量在不断提高。

其中，小区局域网的发展尤为快速。目前，越来越多的居民采用这个接入方式，服务内容规范，价格较为低廉。

政府计划在2004年投资15.3亿卢布（约合5270万美元），用于边远地区中小学接入互联网。

《电子俄罗斯》计划为期9年，其主旨是最终实现俄罗斯信息化。计划总投资24亿美元。到2007年信息产业的产品占俄罗斯GDP份额将从0.5%提高到2%，信息产品出口额将增长15～20倍（25亿美元）。

《电子俄罗斯》计划分三阶段实施：

2002年内，对政府及所有行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对现有涉及IT行业的立法进行审查，开始实施第一批项目——政府机构电子文件，教育系统现代化等。

第二阶段（2003～2004），在继续实施上述项目的同时，积极推动俄罗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IT方面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完成一个统一的公共和教育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培训基地。

第三阶段（2005～2010），在生产部门全面应用信息技术。为实现公民信息权创造条件。实施前两个阶段的结果是，全面实现政府部门内部及其之间标准化文件系统。

在该计划框架内，将对俄罗斯IT市场法规进行改革，国家和私营机构采用新技术，提高国民电子计算机应用水平，建设大规模的通信基础设施。最终计划所有大学、大部分中小学校将接入互联网，建立一批电子图书馆，应用电子医疗系统等。

在《电子俄罗斯》计划框架内，对涉及IT行业的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和修订。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著作权，制定并通过有关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法律，制定涉及全国电子信息资源的办法等。解除阻碍IT行业发展的一些限制，如简化获得许可证的手续，提高行业投资吸引力，吸引投资。

此外，计划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计划大幅度增加国家机构提供给公民的信息量，其中包括通过互联网。规定必须通过网络公布法律法规和政府决议的草案、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招标、国家企业经营情况、审计署及其他监督机构检查的结果等。

公开各类信息和统计数据库——包括企业和产品、不动产交易登记、登记的专利等等，方便企业和个人查找和利用这些信息。

在国家机构全面应用电子文件处理系统，并实现相互联通和交换。未来居民和企业可以向税务机构、国家统计局、海关等远程提交文件；绝大部分政府采购也将实现电子化。

政府计划对企业出口信息技术进行扶持。为此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企业走向国际IT产品市场。为此，计划为风险投资资金正常运转创造条件，扶持工业园，使高科技企业用最少的花费开展业务。在《电子俄罗斯》计划框架内，将投资35亿卢布用于培训IT人才。

该计划规定将在人口超过万人的居民点、邮局、图书馆、中小学校、大学等国家和地方机构设立网络中心，使大多数居民可以享受到该项目所创造的便利条件。该计划1/3的投资将用于人才培训。

计划到2005年所有的大学、职业学校和60%以上的中小学接入互联网。到2010年平均每4个学生将有1台电脑。最终实现远程教育网覆盖全国。

目前，俄罗斯电子商务的发展处在起步阶段，仅在个别大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等零售业的电子商务初具规模——有15%～20%的居民在利用电子商务。

第六节 财政金融

一 国家预算

俄罗斯独立后，其财政预算由传统的统收统支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向多层化的分权的联邦体制过渡。1991～1993年，预算联邦制是在预算体制“自发性的地方分权”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时期，只是从法律上确定了预算联邦制的各项基本原则。1994年，由于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和联邦中央地位的加强，预算体制改革得以进行，在国家预算的形成、功能和原则方面都开始发生变化。预算联邦制的基本内容为：明确限制各级政权在支出方面的权限；保证相应一级政权为实现其权限所需的足够的国库资源；借助预算划拨来协调垂直（中央与地方之间）平衡和横向（地区之间）平衡。

预算联邦制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即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在明确各级政府职权的基础上，以税种来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分级预算体制，其实质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管理权限，通过税种划分，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收入体系，为各级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一）联邦预算体制

俄罗斯沿袭前苏联的预算体制设置原则，即根据政权及行政管理体制而设置预算体制，有一级国家政权，便设一级预算。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体制，有89个联邦主体；联邦主体下辖区、市、镇、乡。国家政权实行三级管理，相应的国家财政体制也分为三级：第一级联邦预算，第二级联邦主体预算，第三级联邦主体下属的区、市、镇、乡预算。第二、三级预算又合称为地区预算。联邦预算、地区预算、再加上预算外基金，构成国家统一预算，也称联合预算。

（二）预算收支结构

1.收入构成

统一预算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经常收入和资本收入。经常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指强制性的、非偿还性的、非赔偿性的向预算缴纳，还包括因破坏税法的罚款收入。非税收收入则是指以下情况：因利用国家和地方所有的财产而获得收入的义务缴纳；国家控股的股息收入；与违背税法无关的罚款收入；已转为国家所有的、没收财产和无主财产的出售收入。资本收入包括：出卖固定资产、国家储备、土地的收入；为预算组织和机构兴建房屋、建筑物、购置设备的专项拨入基金。

企业利润税、增值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是联邦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占联合预算收入的80%，各级政权按其参与比例使用预算。除上述预算基金外，各级政权机关还掌握大量预算外基金，这部分基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2.支出构成

统一预算支出包括一切非偿还性的支付。具体支出有：用于维持国家政权和管理、护法机构的拨款，用于国防、国际活动以及国家债务管理的有关支出，用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拨款，用于经济部门的拨款（见表4-11）。

表4-11 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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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2002～2007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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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轨中，预算支出构成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国家不再无偿向企业投资和提供补贴，企业发展和职工报酬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原来在预算支出中的大项——国民经济支出（约占50%以上）近年来大大压缩。预算拨款只限于非生产性建设和优先照顾的部门已经开工的项目。基建投资基本上由企业、机关、组织和居民个人自筹资金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基建拨款成为用于国民经济拨款中的单列项目，基建拨款和国民经济拨款均呈下降趋势。一些公共开支如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服务性开支，联邦政府尽可能将其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

（三）财政体制改革

改革财政体制和调整财政政策是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独立以来，经过几次改革和调整，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积极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第一，国家财政收支状况良好。联合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25.1%提高到2000年的29.4%和2001年的29.6%。2000年联合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6.5%，比1998年减少了4.2%。由于缩减国家支出，使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首次超过支出，财政盈余占GDP的2.5%。2001年国家财政也出现盈余，仍为GDP的2.5%。2002年联邦预算收入额为21984.95亿卢布，超额完成计划2.6%；联邦预算支出额为20442.23亿卢布；预算盈余达1542.72亿卢布（约合49亿美元）。

第二，由于着力改进国家财政结构，改变联邦财政和联邦主体财政的收支分配结构，使联邦预算占联合预算收入与支出的比重发生变化：1999年分别为51.1%和53.1%，2000年则分别为54.2%和51%。

第三，2002年俄罗斯偿还外债140亿美元，其中68亿美元用于偿还本债，72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一年之内使俄罗斯外债占GDP的比重降低了1个百分点，即从33.9%降为32.9%。1999～2002年的4年间，外债减少了470亿美元，从1570亿美元减少到2002年底的1100亿美元。由于实行合理的国债政策，政府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外债负担，实行非赤字预算，并连年都有盈余。截至2003年1月1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政储备高达2090亿卢布（约合66亿美元）。2003年是俄罗斯偿还外债的高峰年，共需偿还外债173亿美元（其中本金108亿美元，利息65亿美元）。

第四，2001年俄罗斯资本外流缩减。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方法，俄罗斯2001年资本的净外流量为170亿美元，2000年则为244亿美元。资本的净外流量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6.2%减少到2001年的10.9%。

（四）国库制

苏联在1928年采用过国库管理财政资金和出纳。1928年以后改为由国家银行执行预算资金的接收、计算、保管和出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银行体制实行两级制，原国家银行履行中央银行掌握货币政策的职能，其余专业银行都改为商业银行从事信贷业务，预算收支任务转给税务机关和指定的国家全权委托商业银行。但商业银行不及时结交企业税款入国库，而去炒卖外汇和债券牟取暴利，加之大批企业逃税，地方截留税款，因此政府决定建立国库制度以加强预算管理和资金筹集。

俄罗斯从1996年起建立了负责联邦执行的国库总局。总局设在财政部内，局长由财政部一名副部长兼任。下面各地区成立国库分局等机构。国库局的职能不单是对预算收支进行登记入账，还要检查财政支出、报表是否遵守财政制度，因此具有财政监督作用。

表4-13 俄罗斯统一预算赤字和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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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税收

（一）税收体制改革

俄罗斯的税收体制是在改造苏联税收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1991年12月27日，政府颁布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下制定的一揽子有关税收体制的法令，包括《俄罗斯税法纲要》、《俄罗斯增值税法》、《俄罗斯企业和组织利润税法》、《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法》、《俄罗斯关税法》，后又出台了《税法典》第一和第二部分，构造了税收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前苏联的税收体制相比，无论是税收基本原则和管理体制，还是税制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税收结构进行了很大调整。增值税基本上已取代了周转税，企业利润税取代了利润上缴，个人所得税正在推行。

税收结构中最初共设定46个税种，按三级财政划分，属于联邦税的共16种，一般是那些税源集中、收入较大和需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税种，如增值税、利润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关税等。联邦主体税和地方税共30种，一般是那些与地方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税源比较分散的税种，如财产税、土地税、广告税、企业注册手续费等。增值税和利润税是主要的税种，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占有一定比重，这四种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一度达90%左右。后来，各级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将各种税收增加到200多种，但有些税并未实际征收。

普京上任后，把税收改革作为主要改革内容之一，并将降低税率、增加税收、简化税种和鼓励经营活动作为制定税收法的指导性原则。2000年，国家杜马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和统一社会税四个关键税法的改革方案，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01年7月6日，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利润税法。根据《税法典》规定，税种数量减少至28种。按三级税收划分，分别为联邦税（共16种），地区税（共7种）和地方税（共5种）。骨干税种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利润税、个人所得税和自然资源使用税等，其中利润税和个人所得税为联邦和地区共享税。此次所得税改革是新一轮税改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原来的社会付费改为社会税，实行统一的上缴额度，统一的核算和监督形式和统一的惩治违法措施。社会税税率为10.5%，其中联邦社会保险基金税率为5.4%，就业基金税率为1.5%，联邦和地区义务医疗保险基金税率为3.6%。社会付费总额从原先占工资的39%降低到36%。2001年7月6日，国家杜马三读最终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利润所得税的法案，税率从原来的35%降到24%。此外，新税法规定将缴纳消费税的商品名录扩大了3倍（从7类增加到28类）。从2001年起大幅提高汽油、烟草和酒类产品的消费税（AN-76号汽油税从每吨455卢布上调至2950卢布，AN-93、AN-95号汽油税从每吨585卢布上调至3510卢布、烟草税上调25%～100%、啤酒税上调10%、葡萄酒税上调5%）。为加强中央财政，新税法将国税和地税比例从转轨期间的50∶50改为65∶35。

税法典第一和第二部分的颁布实施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税制改革，使俄罗斯建立了良好的税收制度，并为其与世界税制接轨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经过多年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税收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且税收仍呈不断增长的趋势。2001年，联邦税收增加了50%，地方税收增加了30%。俄罗斯以简化税制、减少税种、下调税率、降低税负、取消优惠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不仅没有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反而使税收状况有所改观。这主要得益于在税制改革的同时实行“降低税率（税负），扩大税基，加强征管”的税收政策。为了营造较好的投资环境，为企业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经营条件，普京总统于2002年7月24日签署了两个联邦法律，对《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又作了新的修改和补充。其主要内容是：（1）为了使小企业（年收入在1500万卢布以下的企业）从“影子经济”中走出来，自2003年1月1日开始，规定小企业可自愿实行简便纳税制度。按该制度规定，只缴纳一种税就可代替5种税，即利润税（或个体经营者的所得税）、增值税、销售税、财产税和统一社会税。具体纳税办法有两个，一是按收入额的6%纳税，二是按收入额减支出额的纯收入（利润额）的15%纳税，由纳税人任选一种（目前个体经营者纳税办法分别是按10%和30%纳税，任选一种），两年以后将过渡为一种办法，即经营者只按利润额来纳税。（2）为了最终取消以销售额为纳税基数的税种，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将取消公路使用税（现税率为销项额减进项额之差额的1%，该项税收纳入道路基金）。为了弥补因此给各地区预算带来的损失，将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将燃油润滑油的消费税收入的50%纳入联邦主体预算（原全部收入纳入联邦预算）；第二，将纳入联邦主体预算的利润税收入比例增加1.5个百分点，即将利润税收入的分配办法改为：6%的收入纳入联邦预算，16%的收入纳入联邦主体预算，2%的收入纳入市预算（原分配办法分别是7.5%、14.5%、2%）；第三，将收入纳入联邦主体预算的土地税税率及土地租金标准提高80%；第四，将香烟的消费税税率提高70%，将啤酒的消费税税率提高25%，将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提高45%。（3）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新的交通工具税并提高了征税标准。2003年第一季度俄税务部系统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共计向联邦预算上缴税款3915亿卢布，超额4.1%；海关系统上缴联邦预算的税收收入1549亿卢布，超额完成任务4.2%。加上财产关系部等部门上缴联邦预算的收入，2003年前3个月联邦预算总收入为5802亿卢布，超额5.6%，占第一季度GDP的20.9%。第一季度的预算盈余占GDP的0.1%。

此外，为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对关税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从2001年7月1日开始，在销售独联体成员国商品时，俄罗斯开始按“指定国”原则征收增值税。

（二）主要税种

俄罗斯税收体系包括国税（联邦税）和地方税两大部分。主体税种有利润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财产税，这5种税的税额占税收总额的80%以上。1993年以前，主体税均为联邦税。1993年之后，相继通过一系列法规，适当扩大地方财权，并将增值税、利润税等骨干税种由原联邦税改为联邦地方共享税。

1.企业利润税

是国家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并直接调节利润的一个关键性税种，1992年起俄罗斯用企业利润税（所得税）取代原来的利润上缴制，对境内的所有企业、法人团体、有独立会计账户和银行账户的分公司、分支机构、外资常设机构等，统一按比例税率征收利润税。利润税基本税率是：企业为32%，交易所和中介商为45%。1993年后，利润税改为联邦地方共享税，税率改为35%，划分比例为联邦13%，地方22%。《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规定，对不同性质的企业按照不同的税率征收利润税。对一般企业的税率为30%，其中纳入联邦预算的为11%。

2.个人所得税

由原居民所得税及独身和少子女税演变而来。现只按居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这部分税额占税收总额的8%～10%。俄罗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特点是：（1）税收起征点随公民年收入的不断增长而提高。（2）按累进原则征税。1992年建立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最初个人所得税率为6级，最低税率为12%，最高为60%，高低相差5倍。1993年最高税率降到30%，最低一级降为10%，高低相差3倍。同时规定个人所得税全部归地方。1996年后，为弥补利润税下降引起的财政收入总量的下降，政府又适当提高对个人收入的纳税水平，其最高累进税税率提高到35%，作为联邦和地区共享税，联邦税率为2%～6%，地区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9%。（3）实行新的税收优惠。个人所得中用于住宅建设和养老金义务缴纳的部分，不征收所得税。新税法规定，从2001年起，个人所得税从累进所得税制改为统一所得税，俄罗斯公民不论收入多少均需缴纳13%的统一所得税，所得税起征点由原5万卢布改为10万卢布。

3.增值税

由原周转税演变而来。俄罗斯从1992年1月起取消周转税，改征增值税，征收范围包括：（1）对所有产品和劳务的增加价值都征收；（2）产品从加工、生产、批发到零售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缴纳新税，而不只是在销售环节征收。1992年开征增值税时有三种税率：对实行自由价的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增值税率为28%；对规定最高调节价格的食品的税率为15%；对实行调节零售价的消费品税率为21.88%。由于28%的税率对绝大多数纳税人来说不堪承受，1993年1月1日起，政府将此税率降到20%，其中食品（除征收消费税的某些高级品外）和列入政府批准的清单中的儿童商品降到10%。由于增值税整体水平依然过高，从1999年起又降为15%。已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规定，一般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仍为20%。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0%，主要是食品和儿童用品两大类。

4.消费税

苏联在20年代曾征收过消费税，1930年税制改革时将此税和其他税费合并改为周转税。1992年重新开征消费税，消费税征收对象为部分高级消费品，范围为酒类、饮料、鱼子酱、巧克力、香烟、小汽车和轮胎、毛皮制品、高级瓷器、水晶玻璃器皿、地毯及其制品、真皮服装。税率为批发价（不包括增值税）的10%～90%不等。《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规定，消费税的收入百分之百地纳入联邦预算。

5.财产税

由过去对企业规定的基金付费演变而来。1992年俄罗斯税法规定企业要缴纳财产税。缴纳对象是企业财产的年平均价值。财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价值、非物质资产价值，如专利、许可证、其他各种知识产权，以及结算账户和外汇账户上的现金、出纳处现金。这是比过去基金（固定基金和定额流动基金）付费更广的一种税。财产税的税率为财产总值的0.5%，1992年7月10日起提高为1%。1995年起又将法人财产税和个人财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税率由1%提高到2%。

6.海关关税

1992年以来俄罗斯进出口关税调整频繁，幅度较大。海关关税的税率由联邦政府确定，其收入全部纳入联邦预算。在进口征税方面：1992年上半年以前，俄罗斯曾一度对所有商品免征进口税。1992年6月后，开始重新实行进口税制，先将14种商品的进口税率由5%～25%上调至15%～50%。从1993年2月起，对部分进口商品又增收增值税，对某些特定商品开征消费税。1993年4月，开始对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税目所规定的94类商品实行新的统一进口税率。1993年8月，新的《海关税法》生效，开始对进口商品采用国际通用的从价税、从量税和综合税进行征税。1994年之后，放弃关税补贴系数法和一系列关税优惠，同时多次提高进口关税，平均进口税率为14%。但从1995年起俄罗斯对进口税有所下调，从平均13%～14%降到5%～10%。在出口征税方面，从1992年9月开始，实行了战略性原料出口专营，上调能源出口税，后又多次上调战略性原料出口税。从1993年11月起，鉴于能源等原材料的国内批发价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又开始下调战略原料的出口税，为鼓励制成品的出口，加强其对外竞争能力，对机电产品减征或免征基础税。从1996年1月1日起，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协议和世贸组织提出的入关要求，俄罗斯逐步减让关税，减少纳税商品范围，取消了原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关税。为进入世贸组织作准备，俄罗斯政府对关税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大幅度下调技术性设备的进口关税。

7.统一社会税

统一社会税是《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规定的一个新税种，它把原有的三种国家预算外基金，即退休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合在一起，以达到精简税种、减轻税负的目的。纳税人为两大类：一类是为雇员发工资的雇主，包括单位、个体经营者、北极地带从事传统行业的氏族和家庭小团体、农户（农场）、自然人；另一类是不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北极地带从事传统行业的氏族和家庭小团体、农户（农场）、律师。

三 银行

（一）银行体制改革（两级银行体制）

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单一银行体制。当时只有国家银行、建设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和储蓄银行。国家银行的职能范围很宽，既包括类似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包括类似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职能，既管货币发行、信贷资源分配、执行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又从事一般信贷结算业务，服务对象既有政府和银行，又有各种企业。1987年7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了改组银行机构、实行二级银行体制、重新划分各银行职能和任务的改革思路。1989年1月1日成立了国家银行和五家专业银行，建立了以国家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基础的银行体系。1990年12月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中央银行法》、《俄罗斯地区银行和银行活动法》，这两部法律为形成二级银行体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92年俄罗斯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银行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处于高一级的是俄罗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对国家预算进行现金追加和对商业银行开设代理账户。处于低一级的是各商业银行。

俄罗斯的中央银行是由国家银行转变而来的。中央银行地位独立，职能转换，是“发行货币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银行”，服务对象是政府和银行，对企业的服务由商业银行办理。

商业银行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家专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改造而成。只有储蓄银行是在部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成立的（例如无线电工业银行、海运银行、航空银行、化工银行等），目的是保证对部门内部资金运营和企业活动的监督。还有一些银行是由企业和组织建立的，为的是吸收资金和获得优惠贷款。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工商信贷业务为主的综合性银行，基本职能是充当信用和支付中介，创造信用流通工具，促进信贷资金的有效分配，扩大社会资本总额等。商业银行的业务大体上可分为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介业务和投资业务等几大类。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和保持清偿能力，对资产的运营要兼顾赢利、安全和流动性三方面。

在二级银行体制下，仍然存在着一些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它们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专业银行是以经营某项专业性金融业务为主的银行，它的业务是从商业银行的某项业务中派生出来的。由于它的专业性，使其能在特定的业务范围内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某些基金，保险基金等。它们是投资的重要源泉。

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的银行也实行了私有化。以占主体地位的商业银行为例，按所有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国家所有和国家控股银行，其资产占银行系统全部资产的30%左右。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储蓄银行和对外贸易银行。它们资产雄厚，受国家控制。俄罗斯储蓄银行1997年初的资产占银行系统全部资产的24%，吸收的存款占私人存款的70%，分支机构之多其他银行无法与之相比。对外贸易银行的资产占全部资产的3.3%。第二类为私人银行和混合所有制银行，其资产占银行系统全部资产的近70%。其中最大的约有20家，它们的资产总量接近银行系统全部资产的1/4。第三类是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的作用相对不大，有些基本限于为外国代表处服务。

1998年危机以来，俄罗斯央行开始致力于推进大部分资本重组工作。银行业改革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更高要求，使私有银行健全经营制度。但最低资本要求这一规定引起了争议，因为随着资本要求的增加，一些银行被淘汰出局。经过三年的清理整顿和兼并重组，2001年是俄罗斯银行业走向复苏的第一年。到2001年底，银行数目从危机前的1573家减少到1319家，大批有问题的银行被撤销经营许可证；资产总量增长迅速，结构趋于合理化，对企业和个人贷款大幅度增加。截至2001年10月1日，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2.99万亿卢布，银行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34.6%，超过了1998年金融危机前的30.1%的水平；截至2001年10月1日，银行系统对企业的贷款1.07亿卢布，对个人贷款达到836亿卢布，对国家债券投资3705亿卢布。到2002年初，注册资本在6000万卢布的大中型银行占银行总数的30.5%，而注册资本在1000万卢布以下的小银行占银行总数的26.2%。2001年1～9月，俄罗斯银行赢利412亿卢布，赢利银行所占的比重为92.4%。

尽管近两年俄罗斯银行业发展迅速，但实际上至今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银行资本、资产规模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列出的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上，俄罗斯有5家银行榜上有名，排名最前的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也仅排在222位，俄罗斯储蓄银行排名301位。截至2002年1月1日，银行总数为1319家，注册资本2670亿卢布。主要银行有：

（1）俄罗斯储蓄银行，1991年成立，注册资本241亿卢布。

（2）俄罗斯外贸银行，1990年成立，注册资本65.5亿卢布。

（3）工商银行，1988年成立，注册资本22.9亿卢布。

（4）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1988年成立，注册资本21.6亿卢布。

（5）国际工业银行，1992年成立，注册资本18.5亿卢布。

（6）天然气工业银行，1990年成立，注册资本18.5亿卢布。

此外俄罗斯大银行还包括外经银行、阿尔法银行等。

截至2002年1月1日，在俄罗斯1319家银行中，仅有300家左右注册资本超过500万欧元。银行资产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35%，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还低于东欧转轨国家的水平。银行业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2001年底由央行拟订的银行系统面向21世纪的改革方案《俄罗斯银行部门发展战略》出台。该方案规定银行部门今后五年的中期发展目标是：加强银行部门的稳定性，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提高投资者、存款人特别是居民对银行的信任度，提高银行对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银行的资金媒介作用；防止利用银行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具体的数字化指标是：银行系统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目前的34.6%提高到45%～50%，银行系统的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4.3%提高到5%～6%，银行对经济实体的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11.7%提高到15%～16%，银行对经济实体的贷款在银行资产中的比重从目前的36%提高到40%。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有：

第一，按照欧盟国家的标准和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逐步提高对银行注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2001年6月起，对新建立的注册资本的要求从原来的100万欧元提高到500万欧元，对资本充足率低于2%的银行撤销经营许可证，到2005年初，所有资本充足率不足10%的银行，其注册资本必须达到500万欧元，到2007年年初所有银行的注册资本必须达到500万欧元，同时资本充足率还不得低于10%。

第二，建立居民存款保险机制和贷款抵押制度，以法律手段保护居民存款人和贷款银行的利益。

第三，转变监管方式，逐步转向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有效监管原则对银行实施管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从2004年初起，要求银行系统统一实施国际标准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制度。央行还强调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和央行的代表参加的银行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储蓄银行各方面业务的监管。

第四，对于政府控股的俄罗斯发展银行、俄罗斯进出口银行和俄罗斯农业银行，政府通过规范其业务范围，以实现政策性目标。

（二）中央银行职能和作用的变化

中央银行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便能够相对独立地实施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为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管理创造了条件，中央银行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原则上，中央银行中止了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传统体制下由中央银行承担的许多活动改由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承担，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调控宏观经济。

转轨初期，俄罗斯中央银行实际仍从属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是政府，央行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财政赤字的弥补依然靠中央银行贷款解决，货币当局与财政部门的关系没有划清。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和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中央银行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摆脱了过去面向企业的信贷和结算业务，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央行。主要任务是调节货币供应量，实施货币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从财政的出纳处变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一般有四：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

经济转轨以来，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的调节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以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货币总量增长速度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1996年通胀率降至22%，为了缓解经济中货币量过少的状况并促进增加生产投资，央行转为实行货币扩张政策，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的速度。

中央银行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单纯的资金供应者转变为货币量的宏观调节者；（2）宏观调控手段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3）实行以降低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4）逐步完善与联邦预算的关系，放弃以往以银行透支弥补预算赤字的做法；（5）实行外汇调节，稳定卢布币值。从总体看，银行信贷体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

（三）利率的种类及其确定

在俄罗斯，利率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中央银行的官方利率、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短期金融市场利率和各种债券发行利率等。一般情况下，将这些利率分为以下三类。

（1）官定利率，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亦称再贷款利率或贴现利率，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调节目标的一种政策手段。

（2）公定利率，是由非政府部门的金融民间组织，如银行协会等所确定的利率，这种利率对其会员银行有约束性。

（3）自由利率，是随市场规律而自由变动的利率，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债券流通利率等，它是由各种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决定的。

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在俄罗斯的利率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的办法调整信贷规模，影响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利率。

四 物价

（一）物价体制改革

苏联时期，几乎所有的物价均由国家计划和价格部门制定。国家通过财政补贴保持价格长期不变，价格体系不合理，物价严重扭曲。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物价自由化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形成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重要前提。盖达尔政府规定1992年1月2日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到同年3月底除房租、公共服务、公共交通外，消费品价格全部放开，4月中旬放开燃料价格，但天然气和电力仍使用调节价。

根据《物价自由化措施》总统令和政府的有关决定，新的自由物价的形成办法如下：（1）生产资料的批发价格由制造商根据平等原则，在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确定；（2）消费品的自由价格（出厂价格）由商品制造商同零售商业和其他销售企业协商确定；（3）价格要根据市场行情，即供求状况，以及产品质量和消费性能确定；（4）产品成本和增值税均应计入价格。同时对居民消费征收的消费税数额，按规定的税率计入商品自由出厂价格。

物价改革后，俄罗斯取消了对物价的行政分级管理，国家仅从宏观上对物价实行控制和调节，具体办法是：（1）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规定提价限额；（2）对天然垄断部门的价格实行国家调控；（3）国家放弃对主要食品、消费品价格的调节。

（二）物价指数

为便于计算和统计，俄罗斯采用了价格指数化做法。在计算物价指数时主要使用两组信息资料：（1）通过在消费市场注册登记物价和收费标准的办法取得物价变化数据；（2）关于居民上一年实际消费支出结构的数据。

对物价变化的考察包括全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商业领域、服务领域的企业和市场；物价信息的收集对象包括俄罗斯的所有地区，通过设立在各个共和国首都的物价信息中心收集。物价指数按月、季度或从年初开始的某一阶段计算。

（1）消费物价指数根据由19种基本食品组成的消费篮子的价格计算。

（2）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根据几乎是所有部门的705种最有代表性的最大的商品组类的价格计算。

（3）物资-技术资源物价指数根据143种工业企业用和42种建筑业用基本的物资-技术资源计算。

（4）农产品物价指数根据用于满足国家需要的全部农产品销售价格计算。

（5）基本建设物价指数根据基建的工艺结构因素（建筑维修工作、用于机器设备和其他基本工作）费用计算。

（6）运输收费标准指数根据各种运输形式（铁路、管道、海运、内河运输、汽车、航空）的收费标准综合计算。

五 证券市场

俄罗斯的证券市场始建于1992年。近年来，俄证券市场结构处于非常迅速的变化中。仅1993年市场交易量就增加了11倍。在市场建立初期，证券市场主要流通的是私有化证券和短期国债。1994年7月，由于证券私有化阶段的结束，私有化证券交易已实际停止。目前证券市场主要由六大部分构成：国家债券、私有化企业股票、银行股票、以居民为发行对象的“人民证券”、市政债券、公司债券，其中前两种在债券市场上已起主导作用。

（一）债券市场

国债市场交易量最大的是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债务债券。国债的发行主体为财政部，其发行和还本付息由中央银行总代理，委托各商业银行及其分行办理具体事宜。目前发行和在证券市场流通的一般为中短期国债。国家短期债券面值为10000卢布，期限分3个月和6个月两种，1992年开始发行。年发行量从数十万亿卢布增加到数百万亿卢布。短期国债为无息票，以贴现方式发行，即低于票面价格发行，到期后按面值偿还。联邦债务债券是有息中期国家债券，偿还期限为1年以上，1995年夏开始发行，其形式为无纸电子债券，按季度付息，息率根据市场形势而变化，销售对象为企业和公民。

除了上述两种最主要债券之外，国债市场上还流通有其他债券：（1）国家储蓄债务债券。1995年9月开始发行，目的主要是吸纳广大居民的货币资金用以弥补国家预算赤字。债券面值为10万和50万卢布两种，期限为1年和2年。（2）国库券。1994～1995年，联邦财政部为进行企业的债务结算而发行。1996年3月28日该债券进行最后一次偿付后不再存在。（3）国内外汇债务债券。这是有纸债券，为不记名支票，面值1000美元、10000美元、100万美元3种，年利率3%，以美元支付。此种债券可在国际金融市场挂牌交易，其购买者主要是一些与外国投资者有密切联系的大银行和投资中介公司。1996年11月俄罗斯还在欧洲15个国家发行了总额为10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偿还期5年，年利率9.25%。

随着有价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联邦主体也开始发行债券。1997年由70个联邦主体发行的三期总额为9万亿卢布的210种地方债券陆续上市。叶利钦还批准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下诺夫哥罗德三市州地方债券发行的自主权，有8个地区的债券因不需要中央财政资助已能进入国际基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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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八月危机”爆发，俄罗斯债市被迫关闭，政府决定重组债务。1999年1月15日债市重新启动，但实现运作正常化尚需时日。

（二）股票市场

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直接相关。发行主体为各投资公司、工业企业和商业银行，发行股票的目的主要是为吸收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股票种类一般为有纸股票，分记名和不记名、普通股和优惠股等。1994年6月底以前，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是通过私有化证券进行的，当时共发放1.5万亿卢布的证券，占国有资产总量的35%。1994年7月1日转入现金私有化阶段后，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扩大出售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或者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的股票，使股票市场出现迅速发展的趋势。到1997年8月份日成交量达到1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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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俄罗斯股市多次动荡，“八月危机”时股市几乎崩溃。1999年股市逐渐复苏，股指有所回升，到7月份已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7年，俄罗斯资金市场也呈高速发展态势，2000～2007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市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2倍，资金市场资本化水平排世界第18位和欧洲第8位。俄罗斯公司的公开募股总额同比增长了2倍，资金市场正从投机手段转化为吸引长期投资的工具。

六 外汇管理

实现本币可自由兑换和放开外汇市场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内容，俄罗斯采取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了卢布的可兑换，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外汇政策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官方规定的固定汇率。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提出放开汇率，实现卢布的可兑换。随后盖达尔政府规定，在1992年4月20日前从现行的多种汇率制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即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1992年7月1日起俄罗斯开始实行经常项目下的统一浮动汇率体制，规定1美元兑换80卢布。当时卢布汇率已基本由交易所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中央银行根据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宣布的汇率形成统一汇率，并用于会计核算、纳税、评估进入官方外汇储备的外币、向财政部出售外汇、核算集中进口的财政补贴等。由于是在国内生产全面下滑，通货膨胀加剧和国家财政不平衡的条件下实行卢布的国内自由兑换过程，因此，为转向浮动汇率体制而进行的本币大幅度贬值对国民经济和财政体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除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外，还加剧了经济的美元化过程，使其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资本外逃，金融投机泛滥，投资结构更加不合理等。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1993年俄罗斯经济美元化比率迅速上升，在30%～45%之间徘徊。为了遏制上述消极后果，政府和央行联手采取稳定卢布汇率的政策，以实现“经济的非美元化”。

1995下半年实行的“外汇走廊”是中央银行在汇率政策方面最主要的措施。自7月6日起，中央银行规定将美元对卢布的汇率限制在1∶4300～1∶4800范围内。这一措施的实行，使卢布汇率有了较强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从而使人们降低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为抑制通货膨胀创造了前提条件。

1996年5月16日，俄罗斯决定放弃“外汇走廊”政策，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新的“浮动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货膨胀变动情况、世界外汇市场行情、国家黄金外汇储备的变动及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因素，自行确定卢布与美元的汇率。从5月17日起中央银行确定卢布对美元的牌价，每天上午10点公布银行间外汇市场和交易所外汇市场进行美元交易的买入和卖出价，买卖差价不得高于1.5%。1998年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中央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从规定“倾斜走廊”转为“水平走廊”。1998年1月1日改用新卢布（1新卢布=1000旧卢布）后，与美元的汇率为6.1∶1。1998年金融动荡和“八月危机”后，俄罗斯政府放弃外汇走廊和国家调节汇率的政策，并从1998年9月4日起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卢布汇率大幅下跌，到1998年底卢布与美元汇率跌为20∶1，1999年底跌为27∶1，2000年至今卢布与美元汇率基本保持在30∶1至35∶1之间。

（二）外汇市场

1989年3月，由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开始进行的外汇拍卖是苏联外汇市场的最初形式，在拍卖过程中确立了卢布与美金的市场汇率。1989年末，苏联首次出现了官方承认的外汇市场。1990年，苏联国家银行在其框架内组建了新的分支机构——国家银行外汇交易所，外汇交易所每周一次的定期交易始于1991年4月，当时的月平均交易额为2400万美元。苏联解体使外汇市场的形成过程停止下来。1992年1月4日，以批准成立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为标志，俄罗斯外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得以恢复。目前，俄罗斯的外汇市场主要由交易所外汇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和外汇期货市场三大部分组成。

交易所外汇市场由8家大的外汇交易所组成：除莫斯科外，其他7家分别位于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罗斯托夫、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外汇市场建立初期，莫斯科外汇交易所一直在外汇交易中占主导地位。从1994年开始，地区性外汇交易所的业务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乌拉尔地区交易所，其在德国马克、美元及其他硬通货的交易额方面都与莫斯科交易所相接近。

国家外汇储备是保证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外汇储备的增加扩大了中央银行支持卢布汇率的可能性，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偿还能力，提供了它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国债融资的可能性。中央银行购买外汇是外汇储备积累的来源，外汇储备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占75%，德国马克占20%，其他货币占5%。

1992年放开汇率时，国家外汇储备很少。1995年底中央银行较好地完成了积累外汇储备的义务，外汇储备额约140亿美元，能够满足2个月以上的进口用汇需求，大体接近国际标准。1997年黄金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达到24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430吨。1998年“八月危机”爆发时黄金外汇储备只剩120亿美元，其中外汇75亿美元，黄金45亿美元。2003年8月俄罗斯中央银行黄金外汇储备达646亿美元，比年初增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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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石油收入达1万亿美元以上（2007年仅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就高达2200亿美元）。由于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宏观经济持续稳定，不仅提前偿还了外债，同时有能力实施各项国家重大投资计划，不断改善民生，提高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增加各种社会补贴和社会福利等。2007年，黄金外汇储备接近5000亿美元（截至2008年1月1日为4764亿美元）、稳定基金突破1000亿美元临界点（截至2008年1月1日为1569.1亿美元）。连年保持预算盈余（2007年预算盈余相当于GDP的5.5%）。金融财政稳定为在外部动荡条件（如石油价格下跌和全球性次贷危机）下保证俄罗斯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七节 对外经济关系

一 对外贸易

（一）外贸政策

苏联时期，俄罗斯实行的是排斥市场机制的国家外贸垄断制：进出口业务只允许国家外贸部门所属专业外贸公司经营，出口产品统一由外贸公司集中收购后外销，生产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在价格管理方面，实行国内外价格脱钩的政策，国家对进出口商品实行补贴，外贸企业不自负盈亏，没有竞争压力。在关税管理方面，针对不同国家实行级差关税政策：对从享有苏联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开征1%～10%的最低关税；对从不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开征10%～15%的最高关税；对从最贫困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豁免关税。在外汇管理方面，实行贸易汇率低于非贸易汇率的双重汇率体制，货币不能自由兑换。

俄罗斯独立后，政府在1991年11月颁布了《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法令》，取消了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经营制，实施了“外贸自由化”。1995年又颁布了《国家调节对外经济活动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贸管理体制。目前俄罗斯境内一切企业均可不经专门注册就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在进出口管理方面政府逐步放松管制：在进口政策方面，总的趋势是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在出口政策方面，政府不断放宽出口限制，除某些国家规定的特殊商品外，全部商品废除出口限额和许可证制度。

为了鼓励出口，政府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待遇。其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重要的文件中。

第一个文件《1993～1995年刺激工业品出口的措施纲要》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措施：刺激工业品出口措施，刺激有出口竞争能力的生产措施和创建、发展基础设施的措施。

第二个文件是《联邦发展出口纲要》（1996年2月2日第123号政府决议），其战略目标是完善俄罗斯的出口结构。在扩大出口商品种类和改善出口产品质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出口的地理结构和采用国际经贸合作先进方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出口活动的效率，扩大规模。

第三个文件《俄罗斯联邦1996～2005年出口战略大纲》主要包括以下8个方面的内容。

（1）出口商品结构上：从现实出发，承认中近期内仍将以能源出口为主，但强调今后应贯彻“节能政策”，使其出口量限制在5亿吨标准燃料范围之内。今后10年出口实力的增长从根本上还要靠机器制造产品的出口。为此，首先应在国家支持下组建金融工业财团；其次是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为建立相互支持、发展合作生产、推动合资出口项目实现机制创造条件，并保障对出口合资项目给予关税制度方面的便利和优惠。

（2）出口发展战略、策略上：强调应加强与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建立组装生产和提供设备的售后服务。在国家扶持下，技术合作方面的出口可将由目前每年8亿美元扩大到2005年的15亿美元。在技术合作中，俄罗斯可发挥自身优势，特别是在核能源项目建设和由前苏联援建的原子能发电站的更新改造上潜力很大。

（3）税收政策上：拟重新恢复出口退税制度，及时将在国内市场上为购买出口生产原料所缴纳的增值税在出口时退还。但执行易货贸易合同的商品、产品，其消费税不实行退税。准备对从事成套机械设备产品出口利润税计算和课征实行新办法。

（4）外贸出口代理：从事外贸出口代理活动的组织划归出口服务类企业。对此类企业将免征用于进行出口商品宣传的广告税。

（5）国家支持扩大国外网络建设：随着出口形势的逐步好转，联邦外经部、经济部已允诺以用于出口税务投资部分的俄罗斯资本在国外建立销售公司和服务网络中心，以促进俄罗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与此同时，对国内自行生产出口产品的设备，其设备财产税税率也将降低。

（6）出口收汇分成上：允诺就出口产品生产企业、出口产品配套部件生产厂家和科研单位之间的出口收汇合理分成，并制定实施细则，予以保证。

（7）出口商品运输方面：实行出口商品外运分类、按距边境远近区别计价制。海运及铁路货运的运费视出口商品的类别和距边境的远近区别定价，以提高俄罗斯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8）完善扩大出口的法律基础，加强信息服务：确定将进一步为出口商创造更为广泛的法律基础，强化对外贸易信息服务体系，扩大对外展销活动，并广泛运用各种外交渠道扩大俄罗斯出口商品影响，特别强调“要突出俄罗斯商品的特色”。

为实现上述各种措施，俄罗斯今后10年中将每年拨出占国内生产总值0.35%～0.4%的预算资金加以扶持。

普京执政以来，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提出要积极支持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坚决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争取近早加入国际经济活动调节体系，首先是世界贸易组织。为此制定了以下具体政策：

（1）通过降低或取消某些商品的出口关税，支持企业扩大商品出口，同时适当提高某些商品、主要是轻工食品的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

（2）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扩大科技含量高和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放在首位，同时扩大传统优势产业，主要是能源和基本材料的出口，这些产品目前仍是主要创汇来源；

（3）发展军工综合体，扩大军火出口，增加对军工综合体的投资，加强先进军事技术的研制，完善国家军事订货机制，增加国家对军工综合体的支持；

（4）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合作，鉴于独联体的特殊地位和俄罗斯经济结构的特点，要把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5）营建国际运输走廊，发展国际铁路运输；

（6）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与外资共建俄罗斯的“新经济”；

（7）使外流资金返回俄罗斯；

（8）对外关系贯彻国家利益优先原则。

2002年政府又制定了具体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

（1）制定国家出口发展战略；

（2）调整关税，包括降低俄罗斯本国不生产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关税以及某些农产品原料的进口关税，进一步细化特殊的复合税税率，扩大采用季节性关税和关税配额；

（3）根据WTO规则和规定实施俄罗斯国家调节对外经济活动法，其中包括采取措施保证俄罗斯完成因参加WTO所产生的义务等等。

（二）对外贸易现状

在1991～1998年俄罗斯经济整体连年下滑的形势下，只有对外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就总体而言，俄罗斯的外贸进出口规模仍然较小，年平均只有1500亿美元左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字，2000年俄罗斯出口商品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比重低于0.7%，在世界服务进口中占0.9%。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贸易规模小，但增长较快。1992年俄罗斯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966亿美元，到1997年就达到了1610亿美元，增幅为14%。此后个别年份有所下滑，但基本保持在近1500亿美元左右，年均增幅在10%左右（见表4-14）。

表4-14 1995～2007年对外贸易额变化

[image: ]


（2）出口商品结构以能源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10年来，在俄罗斯的外贸出口商品结构中能源（即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占了40%～50%，金属及其制品、宝石等占了23%～28%，因而俄罗斯出口状况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行情具有较大依赖性。

（3）出口的增幅大于进口的增幅，贸易顺差急剧攀升。外贸顺差的急剧膨胀自1999年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1999～2001年外贸顺差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达30%～40%。大量的外贸顺差表明了出口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也为保持卢布汇率的稳定、偿还外债创造了物质前提。

（4）非组织贸易占有较大比重。非组织贸易指未经过正常报关手续的进出口活动，大多由自然人进行，这是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俄罗斯尤为突出，大多通过“包机包税”、“包船包税”和“包车包税”的形式进行，被称作“影子经济”或“灰色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未纳入正常的海关统计，所以对于每年非组织贸易额，没有精确的海关统计数字。据俄方海关估计，每年非组织贸易的数额大约占俄罗斯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0%，为100亿～150亿美元，其中以进口为主。

（三）进出口结构

1.进出口商品结构

俄罗斯的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以下特点：战后，工业制成品在苏联的出口中比重一直在上升，但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1989年，机器和设备在出口中的比重为16.4%）；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要出口项目（1989年，能源、木材、食品原料等占46.6%）；工业消费品和食品、食品原料等在进口中的比重明显提高（1989年这三项共占31%）。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更加不合理。五类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能源约占出口总量的80%（化肥和能源占45%，黑色和有色金属占17%，化工占8%，木材占5%，农业原料占3%）；机器制造业产品在出口结构中的比重已从1989年的17.5%降至1995年的5.6%（1993年为6%，1994年为5%）。俄罗斯在世界机床出口总量中的比重已下降到0.2%。1992年以来，出口商品结构一直以能源及原材料初级加工品为主，这一趋势在2001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类上，即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金属、宝石及其制品，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原木和纸浆制品等。上述商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3.9%、11.6%、10.3%和3.7%。

在进口结构中，农业原料和食品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在提高，已从1991年的1/3增至1995年的40%。在国内消费市场中，进口食品的比重已占50%～60%。近年来，家用电器和小汽车的进口增加，使进口商品结构中机器设备比重增加33%。2001年俄罗斯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以及食品及农业原料（纺织品原料除外）上，前者占进口的34.0%，后者占24.1%，二者之和约为58.1%。

生产和出口的部门结构之间相互制约，产生了“自发性和退化性的反工业化趋势”。产业结构的低度化引起了商品进出口结构的低度化。俄罗斯不得不依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取轻重工业制成品。这种进出口结构又促使产业结构向反方向调整，使俄罗斯参与国际分工滞留在浅层次和低水平上。1997年，低度化的进出口结构的消极趋势更加明显。原材料部门的出口已接近极限（石油出口占全部石油开采量的42%，石油产品出口占全部加工量的33%，天然气出口占全部开采量的42%，矿肥出口占全部产量的75%，纸浆出口占83%），使出口发展受到遏制。

2.进出口地理结构

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保持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其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在独联体范围内进行。经互会解散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改为按可兑换货币结算。为获取更多的硬通货收入，俄罗斯同原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外）的贸易量大大减少，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量不断增长。90年代中期起，随着俄罗斯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展，其外贸进出口已不局限于独联体范围内，与欧盟和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额不断扩大。2001年俄罗斯与德国、法国、芬兰、中国、土耳其、日本的贸易额分别增长了14%、20%、8%、17%、9%和9%。2001年排在俄罗斯前9个较大贸易伙伴中的独联体国家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2001年俄罗斯的9大贸易伙伴及贸易额（亿美元）如下：德国（149）、白俄罗斯（92）、乌克兰（91）、意大利（91）、美国（74）、中国（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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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53）、波兰（52）、哈萨克斯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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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2001年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地区构成

伴随着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俄罗斯与欧盟及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逐步加强，贸易额亦逐步扩大。转轨以来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变化如表4-15：

表4-15 进出口地理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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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外国对俄罗斯的投资额比上一年增长1.2倍，达到1209亿美元。2006年，外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为2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证券投资为42亿美元，增长31.8%；其他投资为889.5亿美元，增长1.3倍。在2006年的外国对俄罗斯投资结构中，直接投资占23%，证券投资占3.5%，其他投资占73.5%。另外，2007年俄罗斯对外投资总额比2006年增加了43.6%，达到74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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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俄经贸关系

1.中俄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的贸易额（除199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72亿美元以外）一直在60亿美元左右徘徊，此间两国的贸易额呈波浪式起伏，总体趋于下降的态势。新世纪伊始，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终于走出了持续低迷的状态，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继2000年中俄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后，2001年又创新高，达到了106.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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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了100亿美元的大关。这一数额较前一年增长了33.3%，其中中方进口79.6亿美元，出口27.1亿美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37.9%和21.4%，中方逆差52.5亿美元。尽管中俄贸易额在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只占2%左右的份额，在俄罗斯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中也只有6%～7%的份额，但在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全球市场需求萎缩的形势下，中俄贸易的发展已成为两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一个亮点。2001年俄罗斯是中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为俄罗斯的第6大贸易伙伴。

在中俄两国的贸易中，俄方一直处于大量顺差，而中方处于大量逆差状态。1992～2001年，中俄两国的贸易总额累计为562.4亿美元，而中方的贸易逆差累计为262.2亿美元，贸易逆差占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6.6%，且随着两国贸易额的增加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进出口商品结构

2001年在中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两国的商品贸易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中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从90年代的老三样：钢材、化肥、铝锭扩展到了12大类（海关HS编码），即鱼类制品、矿物油、化学品、化肥、塑料制品、木及木制品、木浆、纸浆、印刷品、钢材、铜、铝，且2001年俄对华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占到了俄罗斯出口总额的23%。相比之下，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商品种类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仍以纺织服装、鞋类和日用品为主。但2001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首次超过1亿美元。这表明，虽然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商品结构中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已呈现出升级的趋势。

3.相互投资

据俄新社提供的资料，到2003年年初，在俄罗斯境内共有经中国商务部批准的中国资本参与的企业482家，这些企业的双边投资总额为3.25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2.07亿美元。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微电子技术、通信、制衣、家电组装、公共饮食、木材加工、农业等领域。截至2003年1月，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有俄罗斯资本参与的企业共1413家，俄罗斯在中国的累计投资额为3.032亿美元。俄罗斯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核电、汽车和农机组装、化工、建筑等领域。俄方在这些项目上的合同金额为6.74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为3亿美元。

4.劳务合作、工程承包、设计咨询及林业合作

2001年双方签订劳务、工程和设计咨询合同金额2.24亿美元，增长19%；营业额1.51亿美元，增长36%；中方派出劳务12476人次，增长15%。截至2001年底，中方在俄罗斯共有15家企业从事森林采伐业务，合同金额3.56亿美元，实际投资约2亿元人民币，累计采伐124万立方米。

5.技术贸易

2001年中方从俄罗斯引进技术项目35个，总金额为1176.3万美元。中方对俄罗斯的技术进口规模不大，主要涉及电子、机械、通信等领域。

（五）关税政策

俄罗斯的海关制度是在前苏联《海关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为使海关法在俄罗斯领土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1992～1993年按计划成立227个海关，其中24个设在俄罗斯边境，203个在内地。海关事务由国家最高权力管理机关实施总的领导。海关事务由包括国家海关委员会、地区海关管理机构和海关在内的俄罗斯海关机构的统一体系直接完成。

俄罗斯出口关税从1992年12月起开始实行。出口关税征收程序由国家海关委员会根据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议规定。根据规定程序，海关关税应由所有从国内出口商品的法人缴纳（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注册地点如何，包括外资企业）。所纳关税上缴联邦财政。出口税按对外经济关系部规定的商品名录中每个代号的商品而定。基本关税在具备此商品财会文件和海关货运单时用欧洲货币单位确定（从量税或从价税）。国内出口关税根据所确定的关税税率必须在海关商品检验之前或同时支付完毕。

1992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在对外经贸政策方面强化了政府干预，与以往国家对外贸实行垄断条件下不同的是，在做法上尽可能减少了行政干预，而加强了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关税成为调节进出口的主要手段。

在1993年以前，关税政策的特点是频繁调整税率，对国内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仅1993年1～5月，以总统令、政府决议、海关规定等各种形式通过的有关调节外经活动的文件就有50多种。针对1992年由于实行价格自由化和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后产生的大批原材料以低价甚至倾销价出口等问题，从1992年9月开始，实行了战略性原料的出口专营，上调能源出口税，对9种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矿石和精矿实行配额出口，以后又多次上调战略性原料的出口税。1993年中以后，鉴于能源及原材料的国内批发价格已接近（有些已超过）国际市场价格，从11月1日起，下调了战略性原料的出口税。为鼓励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加强其对外竞争能力，对机电产品（各类机床、电机、卡车等）出口减征或免征基础税。1992年前，易货贸易在贸易协定中占很大比重。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执行限制易货贸易的政策，其主要做法也是通过关税调节，先是将易货贸易出口税由原来高出基础税率15%上调15个百分点（为30%），1993年1月再次上调，使其税率比现汇贸易高出50%，以此来逐渐扩大现汇贸易比重。在进口方面，1992年初，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对所有进口商品曾一度免征进口税，造成大量伪劣商品流入。随着国内市场供应情况的改善，1992年6月后开始重新实行进口税制，先将14种商品的进口税由5%～25%上调至15%～50%。1993年2月1日起，对部分商品增收增值税，对某些特定商品（烟酒类、服装、汽车、珠宝等）征收消费税。

1993年以后，政府在宏观上更加重视运用利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调节对外贸易，同时规范关税制度，注意与国际市场接轨。从1993年4月1日起，开始对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税目所规定的94类商品实行新的统一进口税率。8月1日，新的《海关税法》生效，对进口商品采用国际通用的从价税，从量税和综合税按国际价格征税。目前，国家主要靠以下手段对进出口进行调控。

出口方面：

（1）对军火和军民两用产品的供货实行许可证制度；对为保护环境和国家安全及限制出口的商品（如对欧盟出口的纺织品、个别的化工产品和黑色金属）按国际标准进行调控，以上商品占出口的10%；

（2）对出口合同实行登记制，合同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0%；

（3）对所有出口创汇返回俄罗斯实行监控，目前，外汇监控尚未涉及易货贸易；

（4）对范围有限的原材料和军火出口实行国库纳税管理。目前，俄罗斯出口关税平均税率为15%，出口税占出口价值的60%。

根据政府1995年11月30日第1204号决议、1996年4月1日政府第479号决议、1996年4月30日联邦海关委员会第261号《关于出口关税命令》，1996年，除石油、天然气和一些原材料商品降低出口税外，其他商品出口全部免税。石油出口关税税率从每吨20欧洲货币单位降至10欧洲货币单位，天然气则从每千立方米5欧洲货币单位降至2.5欧洲货币单位。

进口方面：

（1）对进口的基本调控手段是关税和相关关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和特种税，平均进口税率为14%，增值税和特种税占税基的11.5%～21.5%；

（2）实行数量限制的商品约占进口的5%，为军火和一些军民两用产品、麻醉品、毒药和工业废料；对一系列消费品，如食品、民用化工产品、电子技术、电器和药品等，为保证其使用安全，进口实行产品质量证明书制度。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协定和世贸组织提出的入关要求，从1996年起，俄罗斯逐步减让关税，减少纳税商品范围，根据1995年政府《进口关税正常化原则》，规定最高进口关税为30%，最低为5%，并在1996～2000年期间逐步降低了进口关税。

（六）主要外贸管理机构

（1）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综合性职能机构，也是负责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机构。1991年11月22日，俄罗斯通过了《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法令》。该法令提出：废除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制，对外经济活动放开经营，凡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企业均有权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包括中介业务。对外经济关系部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其职能除提出和制定有关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外，还承担下列各项任务：签发进出口许可证；管理进出口的外汇业务；在对外贸易业务上领导海关；领导商品检验机构，制定出口检验制度；审批有关对外贸易的协定或公约等，此外，还负责经营一些全国性的战略性资源，如燃料、原料、部分机器设备等。

（2）俄罗斯联邦贸易工业促进会于1991年11月9日成立，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其任务在于促使形成符合国际贸易传统、标准和规则的商业基础设施。贸易工业促进会的构成包括选举机构、各种经营活动委员会、商业服务公司、仲裁机构、地区和地方的贸易工业促进会、驻外代表处和混合商业促进会等。1994年，该会成员共有包括从个体生产者、小企业到大型的国家康采恩在内的5000多法人。

1992年，贸易工业促进会被国际贸易促进会接受为会员。它同世界经济代表大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国际展览局、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欧洲贸易促进协会、波罗的海国家大会等进行合作，与许多国家的合作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共同的咨询机构——贸易工业促进会的国际咨询协调委员会并签署了信息交换协议。

俄罗斯联邦贸易工业促进会下设以下活动委员会：促进发展农场经济、农业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经营形式委员会；中小企业委员会；关于金融组织和投资活动委员会；发明和投资委员会；促进交易所活动委员会；促进转产委员会；促进私有化委员会；促进展览委员会；生态和环保委员会。

（3）俄罗斯海关委员会是独立的部级单位，同时接受对外经济关系部的领导。海关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建立和发展国际海关合作以促进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海关执行俄罗斯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办理关税业务和报关业务等。

海关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包括以下各局：对外联系局；外汇监管局；反走私和破坏海关规定局；海关统计分析局等。地区和地方海关亦设立相应的地方机构。

二 对外经济合作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前苏联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主要表现为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建设方面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包括工程项目的建设、补偿合作项目、生产合作、合资企业和租赁业务等。俄罗斯独立后，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明显减少。

（一）吸收外资

1987年1月，苏联曾通过关于建立合资企业的决议（№49），开始引进外资。但由于多种原因，外商投资有限。1989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东欧剧变，经互会解体和苏联国内各共和国独立倾向加强，国内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外商投资更是徘徊不前。直到1991年7月，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外国投资法》，才“为吸收和有效使用外国的物力和财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作了原则性规定”。以此为开端，俄罗斯吸收外资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外国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俄罗斯境内建立股份企业、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包括外国法人（公司、企业、组织、社团）、外国公民、无国籍者、外国侨民和国际公司。投资方式包括：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法人和公民共同按份额参与原则合作建厂、独资建厂和建立外国法人分厂，可以购买企业、全套设备、厂房、建筑物以及股票、债券等；可以购买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权，还可以从事俄罗斯境内法律不禁止的其他投资活动，如提供贷款、财产和产权等等。《外国投资法》保障外国投资者在缴纳有关税收后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国外汇寄因投资而获取的外汇，包括投资收入（利润）、股息和各种酬金、赔偿金以及投资者由于部分或全部出售投资所得的款项等等。此外，对外资还提供一些其他优惠政策，如作为外资企业投资法定基金而运进的财产以及用于物质生产的物资免征进口税。外国独资企业和外资超过30%的合资企业，有权在没有许可证的条件下出口自产产品和进口本企业所需产品。该法还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如购买企业股份，可以用卢布支付。对于生产具有国计民生意义的进口替代产品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俄罗斯联邦外汇基金，外国投资者可以根据协商的汇率把利润换成外汇。

为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除制定必要的法律外，政府还成立了“俄罗斯国际合作与发展署”，该署下辖政治风险保险基金会、投资规划拨款中心、技术协助署等一整套机构，以协调投资政策和为可能的投资者提供方便，提供风险保险等。除此之外，1994年夏天成立了由政府总理领导的外国投资协商委员会，其目的在于，保持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经常性的对话联系。加入该协商委员会的主要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各国公司，一直对俄罗斯经济进行直接投资的大公司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如西门子、可口可乐等。该委员会设立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由财政部长负责，主要考察投资环境，如是否存在企业税收负担过重及投资障碍问题；第二工作组由对外经济关系部长负责，考察是否存在来自国外的投资壁垒；第三工作组由经济部长全权领导，负责如何在国外树立及提高俄罗斯的形象。1995年7月，成立了俄罗斯促进外商投资中心，该中心隶属于经济部。外国投资者通过该中心可获得可靠的信息及投资项目的有关情况。俄罗斯还准备在几个国家开办俄罗斯投资事务处，投资者在那里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1.吸引外资的政策

1991年7月4日，《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出台，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外国向俄罗斯投资的程序、范围和享受的政策优惠等。随后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法规。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资，政府开始对优先吸引外国投资的产业领域制定鼓励政策，并确定这些生产领域的清单，如：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加工、交通和通信设施、建材、纺织等行业。国家对获选投资项目给予20%～50%的项目资金支持。1997年2月，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该法对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做了修改和补充。这项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可部分享受俄罗斯国民待遇。对俄罗斯落后地区或对科技领域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者可享受一系列优惠待遇。《外国投资法》自20世纪90年代初颁布实施以来，先后经过了三次修改和完善。1999年修改颁布的新《外国投资法》，虽然在吸收外国投资方面规定的条款有待于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但有两点重要的改进需要指出：一是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取消了过去对外国投资减免税的规定；二是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投资风险的各项国家保障，提供法律保护的保障；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投资的保障；在其财产收归国有和征收时获得赔偿费的保障；在俄罗斯法律出现对外国投资者不利变动时所提供的保障；发生纠纷时提供解决纠纷的应有保障；向境外汇出收入、利润和其他所得款项的保障；向境外自由带出最初作为外国投资输入境内的财产、以文件或电子载体记录的信息的权利保障；购买有价证券的权利保障以及参加私有化的保障；等等。

政府近年来出台的有关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主要有：（1）《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1999年7月14日生效，对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投资所获收入和利润、企业经营活动条件等方面的权利提供基本保障；（2）《俄联邦租赁法》，1998年11月5日生效，鼓励在租赁业务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保护财产所有者和投资者权益，保障投资效益；（3）《俄联邦产品分成协议法》，1995年12月出台，1999年1月加以修订，调节国内外投资者在俄罗斯境内投资勘探和开采矿物资源及有关活动。在协议有效期内，投资者免交除利润税、资源使用税、俄籍雇员统一社会税以外的其他各种税费，征税基本上被按协议条款分配产品所取代。

此外，还设立了一些吸引外资的专门机构，主要有外国投资委员会，俄罗斯国际投资联合会、俄罗斯投资协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促进中心。

2.吸引外资的基本情况

外资总额：1995年以前，外国对俄投资不大，1989～1990年总共12亿美元，1991～1992年达15亿美元，1993～1994年每年约10亿美元，1995年增长到28亿美元，1996年又增长到65亿美元，1997年增长到122亿美元。1994～1997年，外国对俄投资总额累计增长9倍。1995年之前呈微弱增长，1996年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3倍，1997年同比增长0.8倍。但总体说来，俄罗斯引进外资仍处于低水平。到1998年7月1日俄罗斯累计吸引外资总额371亿美元。但1998年金融危机导致外国对俄投资下降。1999年外国对俄投资额为95亿美元。近三年来，由于国内政局稳定，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对俄投资呈明显上升趋势，2000、2001和2002年分别为109.58亿美元、142.58亿美元和197.80亿美元。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3年8月13日公布的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外国对俄投资大幅增长，达126.62美元，同比增长51.3%。截至2003年6月底，俄吸收的外资总额已达到483亿美元。

表4-16 1998～2002年外国对俄罗斯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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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升值同时导致外资大量流入。据俄罗斯央行数据，2007年外资净流入823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471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5%，2006年为2.8%），累计外资余额近2000亿美元。俄罗斯在吸引外国投资国家的排名中居发展中国家第3位，排在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之后，在所有吸引外国投资国家排名中名列第7位。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弥补了经常项目顺差的下降。年内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俄罗斯影响有限，仅在2007年8～9月间出现短期资本净流出，10月重新恢复资本净流入。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认为，由于政府外债的实质性减少，俄罗斯已降低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俄罗斯完全有能力抵御外部风险，保证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安全。

表4-17 2000～2007年外国对俄罗斯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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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的资本结构：1997年开始，外国对俄投资呈现新特点。直接投资比重趋降，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比重趋升。1996年和1997年外国对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大大低于1994和1995年，而与此同时，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所占比重有所增长，特别是1997年的证券投资增幅高达655%，其他投资很大部分也用以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主要是国家短期证券。1998年上半年，外资的资本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贸易贷款急剧增大（占投资总额的21.4%），其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31%上升到1998年上半年的80%；1998年上半年直接投资额下降，只相当于上年同期的53.7%，为15.09亿美元，而1996年直接投资额增长20.8%，1997年增长1.2倍；同样证券投资降幅最大，1998年上半年只有0.32亿美元，只相当于上年同期的7.2%，1996年同比增长2.3倍，1997年增长4.3倍。到1998年7月1日，在累计外国投资总额中其他投资占68.6%，排在首位，直接投资占30.6%，证券投资占0.8%。1995年直接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67.1%，证券投资为1.1%，其他投资为31.8%。

表4-18 外国对俄罗斯投资部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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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部门结构：长期以来外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部门不平衡，集中化倾向较明显。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部门：工业、商业、公共饮食业、金融、信贷保险养老金、建筑业、科技等部门。2002年，俄罗斯共吸引外资197.80亿美元，其中37.1%（73.32亿美元）投向工业部门。其中对燃料部门、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领域的投资最大，分别占外资总额的9.8%（19.43亿美元）、6.5%（12.82亿美元）和6.0%（11.87亿美元）。
 
[32]



投资的地区结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市场条件较发达，居民有较高支付能力的中央区以及一些原料产地。2001年在外国投资总额中，中央区占45.4%，达64.7亿美元。其中莫斯科市占39.7%，为56.54亿美元。

表4-19 2003～2007年外国对俄罗斯投资的部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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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外国对俄投资的地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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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国家结构：俄罗斯的外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对俄罗斯投资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塞浦路斯、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占外国对俄投资总额的74%，其中直接投资占73.4%。
 
[33]

 2000年，美国投资为15.94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4.6%；德国投资为14.6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3.4%；塞浦路斯投资为11.4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3.2%。2001年对俄投资前三位的国家是：塞浦路斯投资为23.31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6.3%，跃居第一位；美国投资为16.04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1.2%，居第二位；英国投资为15.53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0.09%，位居第三。2001年对俄投资排在第4到第7位的国家依次是：瑞士占9.4%，荷兰占8.8%，德国占8.7%，法国占8.4%。
 
[34]

 到2002年底累计投资总额最多的国家是德国，达81.46亿美元，占外国投资总额的19%；其次是塞浦路斯56.27亿美元，占13.1%；第三位是美国55.22亿美元，占12.9%。
 
[35]



俄罗斯吸引外资的特点是“硬环境”很硬，“软环境”太软。一方面，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素质较高，科技实力较强，本应能吸引大量外资；另一方面，国内政局不稳，政策多变，社会治安不好，经济秩序混乱等不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商投资。

表4-21 累计对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至200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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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结构不合理。2007年，尽管外资大量流入俄罗斯，但从其部门和产业流向看，与俄罗斯政府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与国内投资流向相同，外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非贸易性部门，制造业13个部门吸引外国投资比重已占外资总额的30%，但机器制造业仅占1%～2%（俄罗斯国家统计局：《2007年俄罗斯吸引外资情况》）。有碍外资进入的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固定资本老化率过高、投资成本回收慢、回报率低等。投资进入缓慢将制约制造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这还有待于调整政策，引导外资扩大向制造业等部门转移。

3.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

外国对俄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是建立合资和外资企业。合资和外资企业部门结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占合资企业总数的34.2%，工业占26.6%，保障市场功能的一般商业活动占6.7%，建筑业占6.1%，运输占5.1%和通信占2.8%，其他部门则不足5%。合资和外资企业地区结构较集中，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州、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等地。合资和外资企业的国别结构中，占多数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俄罗斯的合资和外资企业发展速度慢，规模小，投资少。但政府仍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合资企业的发展速度，以便吸引更多的外资。到1998年10月1日，在俄罗斯注册登记的合资和外资企业累计3万家。直接投资额108亿美元，占1991～1998年外国对俄投资总额的32%，共有147个国家参加。其中美国占直接投资总额的30%。

（二）合资企业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开始在境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合资企业。70年代初，由于西方发生经济危机，加之东西方政治关系有所缓和，境外合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境内的合资企业才刚刚起步，苏联解体又使这一过程受到了影响。

苏联在境外建立合资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为苏联商品，特别是机器设备等制成品的出口开拓国外市场。同时，也承担吸收国外技术设备和工艺、获取硬通货的任务。苏联的境外合资企业主要在流通领域，其中44%从事苏联产品的销售及其相关业务，21%从事运输业务，13%从事金融业务，15%从事生产活动，7%从事其他业务。从地区分布情况看，境外合资企业约80%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21.4%在发展中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前苏联国外资产的主要继承国，前苏联境外合资企业大部分转到俄罗斯名下。近年来，俄罗斯建立合资企业的重点转移到国内。

在境内建立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目的是：（1）引进外国资金，弥补本国资金不足；（2）更充分地满足国家对一些工业产品、原料及食品的需要；（3）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管理经验，增加物资和资金来源；（4）发展国家的出口基地和减少不合理的进口。

境内合资企业建立初期，其部门分布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约占73.4%，非物质生产部门占26.6%。在物质生产部门中，又以开发和生产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以及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为主，占物质生产部门合资企业总数的42.7%，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占31.5%，建筑和建材业占14.8%，化工和石油化工占11%。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合资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行业。90年代以来，合资企业在商业、生活服务业、建筑业等部门获得更快的发展。建立合资企业的国外伙伴绝大部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少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和经济组织。

（三）自由经济区

1.自由经济区的建立

从1990年起，俄罗斯借鉴世界一些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经验，开始辟建自由经济区。自由经济区是俄罗斯吸引外资的重要途径。在经济改革初期，自由经济区曾得到蓬勃发展。从1990年建立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经济区——“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起，至1992年底，先后建立了11个形式不一、规模不等的自由经济区，1990年下半年至1991年下半年，俄罗斯先后授权11个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这些地区是：维堡区、滨海边疆区（包括纳霍德卡）、列宁格勒州、加里宁格勒州、诺夫哥罗德州、赤塔州、阿尔泰边疆区、克麦罗沃州、犹太自治州、萨哈林州和泽廖诺多利斯克。这些地区领土面积从1.5万平方公里至43.2万平方公里不等，人口从20万至66万不等。开放的总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总面积的7%，总人口为185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13%。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充分的启动资金，致使这些自由经济区多数徒有虚名，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1994～1995年间，开始酝酿制定《俄罗斯联邦自由经济区法》，政府曾先后向国家杜马提交三个法律草案。尽管三个草案在国家杜马中均未获得通过，但《俄罗斯联邦自由经济区法》草案的一些立法精神一方面推动了俄罗斯各地区掀起建立各种类型自由经济区的第二次高潮，另一方面又促使俄联邦及地区政府调整已有的自由经济区政策。

持续爆发的经济危机和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使得政府重新审议并调整了先期给予自由经济区的优惠政策：1994年取消了对“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原有的关税和税收优惠政策；1995年3月总统命令废除了列宁格勒州“扬塔里”自由经济区的关税优惠政策；1997年政府专门作出决定，取消了原给予印古什优惠经济区的税收优惠。由于迟迟未能出台《俄罗斯联邦自由经济区法》，自由经济区的特惠地位没有能够从法律上得到最终确认，实际上自由经济区的所有税收优惠政策都是根据政府决议或总统令进行运作的，而在新形势下这些优惠政策都已失效，自由经济区在运行中出现了法律真空。

除上面提到的几个自由经济区以外，目前还存在几十个享有税收优惠的区域，但它们的法律地位与经济地位都较低，仅能在联邦主体有权管辖的范围内给予某些优惠。其中，一类是具有地区性免税功能的免税区。区内企业需缴纳纳入联邦预算的税收，只是在地区有权决定的税收方面给予某些优惠。此类免税区有6个，包括卡尔梅克共和国（1993），印古什共和国（1994），阿尔泰共和国（1994），阿尔泰边疆区（1996），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1996）和乌格利奇市（1996）等。例如，全俄利润税税率为30%，其中11%的税收纳入联邦预算，纳入地区预算的利润税率不得超过19%，因此，在“阿尔泰”经济区注册的公司只需缴纳应上缴联邦预算的利润税，税率为11%，可免缴纳入阿尔泰地区预算的利润税（税率为19%），同时，免缴财产税和地方税。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注册的外国公司只需每年向地方预算上缴5000欧元，可免缴其他所有地方税。外国公司在享受上述优惠后能免缴40%～50%的纳税费用。另一类免税区是所谓的封闭式行政区域组织，即过去的军工企业根据规定的程序得到财政部批准后予以注册，其特征是不仅有权征收地方税，还可征收共和国税及联邦税，因此这种封闭性区域可以提供各级税收的优惠。目前，此类封闭性区域共有42个，如1996年成立的斯涅任斯克和萨罗夫封闭性行政区域组织。

与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免税区不同，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定的自由经济区，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投资和创新，发展具体区域的经济，发展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具有世界最大的、也是俄唯一的钛合金厂，1999年在该厂基础上成立了“季坦”（“钛”）自由经济区，在企业内部实行自由经济区的经营机制，以扩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出口，加强对外联系，吸引外国投资并增加就业岗位。莫斯科近郊的绿城，科研基础雄厚，此地将以18个原军工企业和电子科研所为基地建立地区性工业区，该区内经营主体如将其所有利润用于更新生产设备，则可享受免征利润税和财产税等优惠政策。

此外，还有一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跨国性的自由经济区尚处于探讨、论证阶段，如：位于中、俄、朝边界的“图们江”三角洲、位于中俄边界的“黑河”地区以及位于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的“塔曼-克尔其”自由经济区等。

2.三个有代表性的自由经济区

十年的实践证明，目前俄罗斯只有滨海边疆区内的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加里宁格勒州经济特区和马加丹州经济特区有可能发展成为符合国际标准的自由经济区。

（1）“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该区是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经济区，它是根据1990年10月24日前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在滨海边疆区建立的，被政府作为重点加以扶持。该自由经济区总面积为4580平方公里，人口为20余万人。为支持自由经济区经济的综合发展，财政部从1995年开始，每年向该区提供40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用于发展该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初建立此自由经济区的目的是开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和科技合作，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创造良好条件，挖掘本国企业在解决发展远东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潜力，综合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扩大该地区出口并带动全国出口，发展优质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拓展陆地过境运输，探索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经营方式，等等。起初，法律曾规定在该自由经济区内可享受各种优惠条件，诸如实行特殊海关制度，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进出口业务手续，外资占法定基金30%以上的企业可享有一系列税收优惠，包括上缴联邦的利润税率仅为7%（一般为13%）。

在1994年被取消关税和税收优惠后，“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仍得以生存。区管理委员会改变了自由经济区的发展战略，把区内自然资源开发潜力大、交通便捷的个别地区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大力吸引外资。目前该区的合资和独资企业约400家，其中大部分为股份公司，俄方合作者一般为国营企业。主要投资国家有美国、日本、英国、韩国和中国，外资企业中50%为独资企业，42%为合资企业，8%为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外国投资集中在渔业、林业、建筑业、通信、运输和饭店服务等部门。目前该区最大的两个合资项目是俄美、俄韩工业技术园区。

俄美工业技术园区规划在175公顷的土地上建立木材、渔产品加工工业，并发展“东方港”的仓储业务。俄韩合作项目是在1999年5月28日确定的，俄罗斯政府与韩国政府签订了在“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建立“俄韩工业综合体”的协议。俄方参加者是“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韩方是韩国地区集团公司。通过建立工业综合体，将吸引国外生产和服务性企业与俄企业共同经营，对原料进行深加工，生产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为区内企业提供现代化的交通和仓储服务。工业综合体计划面积为330公顷，第一期开发面积为20公顷，由韩国地区集团公司子公司承租，租期为49年。预计将设立200个公司，工业品年产值可达10亿美元，其中纺织及家电电子产品占35%，机械产品占11%，化工10%，食品工业10%，所生产的产品中70%将用于出口。预计在实施第一阶段的6年内将为边疆区提供4500个工作岗位。

根据亚太地区各国建立出口生产加工区的经验，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该协议规定：为韩国地方集团公司提供可以接受的租金标准，以保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俄韩工业综合体”享受自由关税区的地位。对于综合体从自由关税区以外输入的商品，或从综合体区域输出的商品（以产地证明为证）运往俄罗斯其他地区时免交关税及通关环节税（海关规费除外）；对用于综合体内生产和加工的从俄境外输入的原料、零配件和半成品所征收的增值税，在最终成品出口时享有退税待遇；当综合体的产品50%以上用于出口时，可享受的税收优惠为：第一，从首次获得利润起的5年内，免缴纳入联邦预算部分的利润税，后3年按纳入联邦预算部分的50%纳税；第二，自由关税区内的企业在首次获得利润之前，其生产的产品在输往俄其他地区时，增值税减半征收；将部分利润投资于区内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增建、改建、大修及对生产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对此部分利润可免征利润税；俄政权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简化工业综合体内的企业获取许可证、产地证明及协调工作的各项手续。当进口综合体生产所需原料及将在综合体生产的商品出口时，俄方将不按海关立法规定的经济调节政策征税；在韩国公司所获利润累计未超出其用于建设和开发综合体所支出的资金总额（包括初始投资额）之前，可免缴利润税；俄方将协助综合体运输进出该地区的商品，且运费率不应高于俄其他地方的运费率。

“俄韩工业综合体”协议中的优惠条款在俄各自由经济区中尚无先例，协议中的规定优于现行法律规范及《俄联邦自由经济区法》草案，这将有助于提高综合体内企业的生产力，使俄国内自由经济区的发展进入新的建设性阶段。该协议还有待俄罗斯立法机关的正式批准。

（2）加里宁格勒州特别经济区。该区是唯一用俄罗斯联邦法律固定法律地位的一个特别经济区。该自由经济区地域范围覆盖加里宁格勒州的全部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为94万。该区基础条件良好，又属于飞地，交通运输网络密集，有不冻港、铁路、公路，拥有俄罗斯通往西方国家最为便捷的运输线路，而且矿藏丰富，拥有占世界储量90%的琥珀矿藏以及石油、石盐、泥炭等矿藏，此地是俄发展自由经济区条件较好的地区之一。根据1991年9月25日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决议在加里宁格勒州成立了“扬塔里”自由经济区发展委员会，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发挥该自由经济区鲜明的外向型经济特点，建立全俄性的大型进出口运输体系，建立无关税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旅游休闲业，与其他国家共同建立大型技术园区，掌握并向国内其他地区传播西方和本国先进的技术，提高地方产品的竞争力。为此，“扬塔里”自由经济区为外国和本国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然而，1995年俄罗斯总统发布命令，废除了“扬塔里”自由经济区的海关优惠政策。

1995年5月18日，总统令赋予加里宁格勒州行政长官同外国国家的行政地区、政府各部门和主管部门签订协议的权力，从而为该区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奠定了法律基础。根据加里宁格勒特殊的地理条件，总统于1996年1月22日又签署了联邦《加里宁格勒州特别经济区法》，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巩固了自由经济区的特惠地位。随着该法的颁布，“扬塔里”自由经济区演变成经济特区。恢复并确立了该州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此后，《加里宁格勒州特别经济区法》中规定了经济区内投资和经营活动制度，海关管理、外汇管理和外汇监督、税收调节和银行活动条件等方面的制度。其中规定任何行业的企业和组织，包括外国投资者均可在经济区内开展经营活动，而且除俄罗斯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需要就某种经营活动另行申请许可。解决这些问题的全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州政府手中，但军工部门、放射性物质、有毒物质、麻醉剂和酒精的生产、电力部门、贵金属和宝石的开采和加工、联邦所属资源产地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交通和通信、大众传媒工具、电影出租和摄制等除外。该经济区内实行自由关税区的关税制度，具体规定如下：经济区内生产的运往国外的商品在办理海关手续时免征关税和其他税费（海关规费除外），对此类商品不实行非关税调节；从其他国家运进经济区内的商品也免征上述税费，但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可以实行数量限制；经济区内生产的运往俄罗斯海关境域其他地区和关税同盟境内的商品免缴进口税和其他税费（海关规费除外），对此类商品不实行非关税调节；从其他国家运进经济区内、而后运往俄罗斯其他地区以及关税同盟境内的商品（在区内加工的商品除外），在办理海关手续时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对此类商品可以实行非关税调节；从其他国家运进经济区、而后运往国外的商品（在区内加工过和没加工过的商品）在过关时免征关税和其他税费，对此类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也不实行数量限制。

明确规定商品遵从经济区内生产的认定标准，此标准是州政府和国家海关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商品加工部分不低于30%；电子商品和复杂家用电器加工部分不低于15%；商品加工后其在海关税则中的序号改变——上述商品都可认为是在区内生产的。

对出口商品、工程和服务所得外汇收入不实行在俄国内外汇市场上义务交售的规定，区内所有结算只用卢布进行。

根据俄法律和加里宁格勒州法律，在经济区内对俄罗斯和外国投资者实行税收优惠。

1997年9月29日政府通过了《加里宁格勒州特别经济区1998～2005年总体发展纲要》，规定实施该纲要需分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需1至1年半；二是初步实施阶段，需1年半至2年；三是全面实施阶段，需4年半至5年半。该纲要的实施需增加总额为140500亿卢布的经费。

2006年4月1日俄罗斯开始实施《加里宁格勒州经济特区法》，该法律的颁布与实施为加里宁格勒州经济特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

为完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加里宁格勒州特区目前正在实施由减免关税优惠政策过渡到减免其他税收的优惠政策。即在特区企业建立前6年免除企业利润税和财产税，从第7年到12年利润税和财产税减半征收，对利润税地方预算应征收部分减半征收等等。

法律规定加里宁格勒州经济特区期限25年。

加里宁格勒特区目前发展情况。目前加里宁格勒州特区入住企业56家，总投资额达到313.5亿卢布，约为13.28亿美元。2007年实际投资额达到134.24亿卢布，约为5.68亿美元。特区主要投资国别：荷兰占总投资额27%，英国占15%，法国占4%。在56家入驻企业中外国独资企业有13家，俄罗斯与外国合资企业为9家，其余为俄罗斯本国企业。加里宁格勒州官员称，目前特区企业中没有中国企业。

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加工工业表现突出。由于海陆空交通便利，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经济和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超过俄联邦地区平均发展水平。

2007年加里宁格勒州地区总产值增长12.4%，当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2007年加里宁格勒州地区总产值比2000年增长了114%，同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0%。

加里宁格勒州地区加工工业发展较快，并带动整个工业快速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主要工业产品：汽车、电视、吸尘器、电冰箱和微波炉。

据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加里宁格勒州工业产值增长40.3%，在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位居第一，加工工业产值增长90.7%。住房建设比前一年增长49.8%。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近年来加里宁格勒州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00年当时的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仅为14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则已达到了128.38亿美元，7年中增长了8倍多。主要贸易伙伴：荷兰、德国、中国、拉脱维亚和波兰。2007年进出口总额128.38亿美元，其中进口78.20亿美元，出口50.18亿美元。

2007年加里宁格勒州与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5.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2倍。从中国进口额占该州进口总额的19.3%，中国占加里宁格勒州进口第一位。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液态晶体占16%，阀门配件占14.3%，灯泡及电线占13.3%，车厢占13%。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加里宁格勒州政府为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积极吸引外资，对所有投资者平等对待，对利用当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享有平等的权利。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对投资者在项目投资初期提供必要的支持。

2007年加里宁格勒州固定资本投资比2006年提高了12.6%。外资实际投资额为2.988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2.7倍。

外资主要投资领域是加工工业，占全部外资的53.8%。主要外资国别：波兰6830万美元（占全部外资的22.9%），塞浦路斯5990万美元（占20%），葡萄牙3320万美元（占11.1%），丹麦2535万美元（占8.5%），比利时2122万美元（占7.1%）。

加里宁格勒旅游特区开始兴建。2006年6月3日俄罗斯政府对《俄联邦特区法》进行了补充修订，对俄罗斯准备实施的兴建旅游休闲型经济特区做了相关的规定。经过俄联邦竞争招标，加里宁格勒成为新建的7个旅游休闲型特区之一。目前旅游休闲型经济特区已经开始兴建。加里宁格勒州的自然地理资源丰富，濒临波罗的海，东普鲁士遗留的人文历史景观独特，可望为俄罗斯旅游业推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马加丹经济特区。位于马加丹州，地域仅包括马加丹市，它是根据1999年5月31日总统签发的《俄联邦马加丹特别经济区法》（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建立的，其主要目的是发展该州的生产力，金融和商品市场。特别经济区发展规划由马加丹州法律确定。

《俄联邦马加丹特别经济区法》规定了特别经济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内容有：特别经济区的参加者在特别经济区和马加丹州境内进行经济活动时可免缴应向联邦预算缴纳的税额（应上缴俄联邦退休基金和俄联邦社会保险基金的款项除外），有效期到2005年12月31日止。从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特别经济区参加者在特别经济区和马加丹州境内进行经济活动时，投资于马加丹州境内发展生产和社会领域的利润可免缴利润税。

特别经济区参加者，因本身生产所需和在马加丹州境内使用而购买的外国商品，从特别经济区输出到马加丹州其他地区时，免交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海关规费除外）。上述商品如未用于上述目的，应补缴上述税费并应承担违反海关规章的责任。

特别经济区参加者，因本身生产所需和在马加丹州境内使用而购买的外国商品，从马加丹州输往联邦其他海关境域或俄罗斯境外时，上述商品应办理海关手续，并视商品产地情况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及采取经济政策措施。如上述外国商品经过加工后已符合海关法规定的深加工标准，可将其视为俄罗斯商品，在将其输往联邦其他海关境域时免缴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税。

特别经济区参加者在特别经济区生产的商品从特别经济区输往俄罗斯其他海关境域或俄罗斯境外时免交关税和其他税费（海关规费除外）。

当商品全部是在特别经济区境内生产或按照国家海关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和办法进行深加工时，该商品可被认为是在特别经济区生产的。在特别经济区深加工的标准是：第一，商品加工后改变商品税则序号（商品分类编码），该商品在对外经济活动商品分类编码前4位数字中的任何一位数字发生改变；第二，根据完成生产情况或技术工序，看其是否足以认定商品产自特别经济区；第三，改变商品价值，如果商品加工（工艺处理）增值部分不少于该商品价格的30%（属电子和复杂技术的商品不少于15%）即可认定为产自特别经济区。

虽然自由经济区的建立和发展已有10年历史，但至今仍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尚处于试验阶段。

（4）利佩茨克工业生产型经济特区。2005年7月22日颁布实施《俄联邦经济特区法》，该特区法的主要宗旨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改善经济结构，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经济稳定增长的新途径。

2005年12月21日俄罗斯政府批准在利佩茨克州格利亚京区建立利佩茨克工业生产型经济特区。2006年1月18日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与利佩茨克州政府签订建立利佩茨克工业生产型经济特区协议。利佩茨克州政府开始进行招商引资工作。2006年初开始兴建利佩茨克经济特区，2006～2007年为特区建设第一阶段，2008～2010年为特区建设第二阶段。利佩茨克州交通运输网络发达，有3条铁路干线在该地区交汇，全地区拥有铁路长度达800多公里，2006年特区又修建了一条铁路专用线。公路密度位居全俄罗斯前10个地区之列。四通八达的公路与邻近地区相连，同时也与莫斯科—罗斯托夫联邦公路和莫斯科—伏尔加格勒联邦公路相连接。

特区建设进展良好，2006～2008年期间特区基本建设、交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5.6亿卢布，其中包括联邦预算7.6亿卢布，地方预算8亿卢布全部到位。一期工程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发展，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并初具规模。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该特区内基本完成水、电、气、土地的“三通一平”工作，可以保证特区企业当前的生产需要。

利佩茨克特区办公楼建设一期工程业已完成，特区办公中有为特区企业服务的海关税务等一站式服务机构已全部配齐并已开始定期办公，二期工程海关大楼也正在施工当中，预计到2010年特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部完工。

目前与利佩茨克经济特区已签协议的企业有9家，现有企业协议投资总额达到150亿卢布，约为6.36亿美元。已入住企业2家，其中有生产工业用大型冰箱的意大利企业和生产食品医用玻璃包装瓶的俄罗斯企业，这两家企业已分别于2007年6月和10月开工投产。在9家已签协议的企业中外国独资企业有3家，其余的6家都是俄罗斯企业。目前已递交申请的还有5个企业。目前已投产的企业可以为当地提供700个就业岗位。

利佩茨克州工业基础雄厚，尤以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机械制造业、建材和食品加工工业最为发达。近8年来利佩茨克州经济快速发展，利佩茨克州人均工业产值在俄罗斯联邦主体当中位居第3位，在中央联邦区和中央黑土地区当中位居第1位。利佩茨克州地区总产值连年不断攀升。2007年利佩茨克州地区总产值达到2200亿卢布，比2000年增长了70%以上。在该州的地区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增长59%。2007年利佩茨克州地区生产总值比2006年增长9%，当年俄罗斯国内总产值增长7.3%。2006年人均地区总产值达到16万卢布，地区总产值中加工工业占55%，农业占9%，建筑业占6%，运输与通信业占4%。

近5年来利佩茨克州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年外贸进出口额近40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到30%以上。2002年外贸进出口额为15.47亿美元，2006年进出口额达到38.3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一倍以上。2007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到23亿美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超过进口增长14%以上，这主要是得益于国际市场上钢材价格上涨。利佩茨克州主要出口产品：钢材及其制品，机电产品，食品。主要进口产品：机电产品。主要贸易出口伙伴：土耳其、意大利和美国；主要贸易进口伙伴：乌克兰、德国和意大利。2006～2007年由于中俄两国相互举行国家年活动，对华贸易增长较快，贸易合同签约金额大幅增加。

利佩茨克州政府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并对在该州的投资项目提供税收、利息补贴和担保等一系列的地方优惠政策支持。近年来利佩茨克州投资增长速度达到年增长20%以上。固定资本投资规模不断增长，2007年利佩茨克州固定资本投资额563亿卢布，比2006年增长13%。2006年固定资本投资额超过地方预算一倍以上。固定资本投资构成中加工工业占50.3%，农业占16.5%，房地产占6.2%。2007年国外投资额约为1.989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45.8%，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占32.5%以上。截止到2007年7月1日利佩茨克州累计外国投资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利佩茨克州人均引资在全俄占第13位，在中央联邦区位居第2位。利佩茨克州登记注册有250多家外资企业。

第八节 旅游业

俄罗斯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东西横穿11个时区，南北跨越4个气候带，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俄罗斯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人文资源也十分丰富，这使得俄罗斯开展旅游事业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旅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旅游市场主要面向国内公民，各种旅游设施基本上是为职工疗养服务的。俄罗斯独立以后，原有的单位职工疗养制度逐渐取消，而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俄罗斯人不再只满足于国内旅游，纷纷走出国门旅游观光。与此同时，国外的旅游者也越来越多地涌入俄罗斯旅游，一睹世界第一大国的风采。

一 旅游基础设施及现状

俄罗斯的旅游基础设施基本上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主要分布在根据不同地理条件建成的诸多特色疗养区：山地疗养区、气候性疗养区、泥疗疗养区、治疗疗养区、海滨疗养区、森林和草原疗养区等。1992年以后，由于俄罗斯连年经济状况恶化，疗养院和休养所机构及其提供的服务都大量减少。1992年有各种疗养、旅游和休养机构6931家，床位108.4万张，服务人次为1334.8万。2001年，疗养、旅游和休养机构为4795家，减少了2136家；床位76万张，减少了32.4万张；服务人次为864.4万，减少了470.4万。

表4-22 俄罗斯疗养院和旅游机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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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旅游业以接待国内各单位职工休养和疗养为主要任务，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当时旅游机构均属国家所有，各疗养机构均由各主管部门和工会进行管理。1992年以后，在私有化大潮的冲击下，俄罗斯的旅游业迅速转轨改制。原来隶属于联邦财产的各大饭店纷纷转为市政所有制企业；小型旅馆和招待所均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合作社制企业、私人企业或合资企业。

俄罗斯独立初期，旅游市场全面放开，国家只负责登记注册、发放许可证，不进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造成旅行社鱼龙混杂，出现了大量皮包公司，还有一些大型旅行社搞垄断经营，严重阻碍了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旅游市场一度处于混乱状况。从1996年起，国家体育运动和旅游委员会加强了对全国旅游业的管理。1996年12月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俄罗斯联邦旅游活动基本法》。该法是第一部规范俄罗斯旅游市场的法律，它对保护旅游者的安全、健康都作出明确规定。该法以法律的形式支持和发展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社会团体旅游和自由结合式的旅游；对各种旅游机构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不允许搞无照经营。国家号召大力开发疗养地的潜力、刺激和发展家庭旅游和青少年旅游，不搞大规模的境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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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旅游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过去，旅游往往是组织国内公民徒步、滑雪、登山、骑自行车、摩托车和小汽车旅行，而现在则是组织境外旅游，尤其是境外商业旅游，并形成一种热潮。1998年俄罗斯有1万家旅游公司，95%的公司都经营境外旅游，完全不搞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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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旅游的热点由近及远逐渐增多：由起初去波兰、德国、法国，发展到去其他西欧和北欧国家，而后又发展到去土耳其、希腊、东南亚、中国、韩国、日本。境外商业旅游由于可以满足旅游者购物和浏览的需求，深受俄罗斯公民欢迎。

据统计，1996年俄罗斯公民出境总人数为778.8万人次。他们分别到达17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商业旅行占20.5%；单纯旅游的人数占44%；而2002年俄罗斯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143.6万人次，其中单纯旅游人数为442.6万人次，占39%。

1996年来俄罗斯观光旅游的外国公民有549.6万人次。他们来自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商务旅行占41.4%，单纯的旅游占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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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来俄罗斯观光旅游的外国公民有788.1万人次，其中单纯旅游的268.6万人次，占34%。

目前影响俄罗斯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问题引起恐怖事件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缺少保护旅游者的法律等。

二 旅游景观

俄罗斯山水秀丽，景色迷人。在各个州、共和国和自治区都有引人入胜的旅游景观。比较而言，俄罗斯欧洲领土部分的旅游景观众多，更能体现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俄罗斯重要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观主要有：

1.莫斯科

莫斯科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是一座有800多年历史的名城，名胜古迹繁多。最古老的部分是14～17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克里姆林宫是历代沙皇的宫殿，它气势雄伟，举世闻名。有巍峨壮观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有凝重端正的报喜教堂、天使大教堂。与克里姆林宫毗连的是著名的红场。列宁墓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正中前面。外国游客经常观光的街道有：特维尔大街（原高尔基大街）、阿尔巴特大街（保留着俄罗斯的古玩店和旧书店，是一条步行街）。在这里有俄罗斯最著名的大剧院、小剧院，还有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是俄罗斯联邦国家艺术博物馆。馆内收藏俄罗斯名画家的作品5.7万件。其中包括列宾、彼罗夫、克拉姆斯科伊、苏里科夫等人的举世佳作。

2.圣彼得堡市

圣彼得堡市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涅瓦河两岸低地，整个城市河流纵横、岛屿错落，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美称。城内的俄罗斯古典建筑群享有盛名。这里有至今保留完好的18世纪主要建筑群：彼得保罗要塞和彼得保罗大教堂（彼得大帝葬地）。要塞附近有彼得大帝开拓此城时亲手建造的小屋，海军部岛上彼得大帝的夏花园和园中的夏宫，涅瓦河畔的伏罗佐夫大臣宫和斯特罗加诺夫大臣宫等等。这些建筑群具有俄国早期巴洛克式建筑的古朴、雄伟、稳重的特征。这里还有18世纪后期的建筑群：斯莫尔尼宫、冬宫、大理石宫等。19世纪初的建筑有宏伟的喀山大教堂、高达101米的伊萨克基辅大教堂等。在圣彼得堡，还有堪称“俄国凡尔赛”的沙皇离宫彼得宫，空气清新的巴甫洛夫斯克别墅区，皇宫庭苑所在地加特奇纳，沙皇夏季别墅皇村（今普希金市）等。

在圣彼得堡，世界著名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是与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相媲美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该馆分八部分：原始文化部；古希腊、罗马世界部；东方民族文化部；俄罗斯文化史部；古钱志部；西欧艺术部；从事导游工作的科学教育部和作品修复部。陈列品共占350多个展厅。馆中藏品总数达270万件，其中绘画就有1.5万幅，包括达·芬奇、提香、拉斐尔、鲁本斯、戈根等人的名作；提花壁毯等艺术品有22万件；艺术品和手工艺术品数量更多。

3.摩尔曼斯克

位于北纬68°58′的北极圈内，是世界上最北最大的城市。这里一年有一个半月的极夜和两个月的极昼。每年12月2日到第二年的1月18日前后太阳一直沉在地平线下，北极星几乎垂直悬挂高空。18日前后，正午时分太阳嫣然一现，随即消失。当地居民把这一天称为“太阳日”。此后白天开始变长。在夏至前后的两个月里，白昼漫长，“夜半太阳不落”。这里虽地处酷寒的北冰洋沿岸，却又常年不冻。海岸上千里冰封，港湾里却波涛汹涌。6月天会下雪，而隆冬正月会下雨。候鸟冬不南飞，夏不北迁。冷酷的北极圈和墨西哥湾的暖流，这两支色调迥异的大自然的画笔，给它涂上奇丽的色彩。

4.五层湖

位于俄罗斯北部巴伦支海上一个风景优美的基里奇小岛上。湖中水域分层，层次分明，各层具有独特的水质、水色和生物群，构成一个多彩的湖中世界。第四层最美丽，水色红如樱桃，又称“樱桃层”。第五层为混合泥土层，是由湖中各种生物尸体残骸和泥土混合形成的，并产生出有毒的硫化氢气体，没有氧气，但有不需要氧气的厌气性细菌在其中生存，是地理学和生物学上的一个奇迹。

5.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是欧洲第一大河。伏尔加河流域是俄罗斯著名的游览区。乘船遨游在伏尔加河上，一幅幅千娇百媚的自然景色会映入眼帘。沿途可以看到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和扎沃尔日耶地区的森林和草原、里海边区荒漠上的绿洲、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古迹、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伏尔加格勒的英雄防线。沿河航行还可以游览雅罗斯拉夫尔、乌格列奇、下诺夫哥罗德（原高尔基城）、科斯特罗马、喀山、萨拉托夫等许多著名的城市。

6.索契

索契坐落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索契河谷，是俄罗斯最大的滨海温泉疗养地和气候性疗养地。它属湿润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3.3℃，夏季日平均温度为21.3℃。它作为疗养地，主要有著名的马采斯塔矿泉，水温高达38℃。这里有50多处疗养院、休养所。高地疗养院还备有钢缆电车通往海滨浴场。每年有250万国内外游客来此度假休养。

7.霍斯塔

它是黑海沿岸疗养地和旅游地。在2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有30多处疗养院、假日休养所和公寓，近年来又开设硫化氢矿泉疗养地。离海边不远是海拔663米的大阿洪山。山顶建有30米高的瞭望塔（仿5～12世纪中欧流行的罗马式建筑物）。从塔顶平台极目远眺，白雪皑皑的高加索群山、波涛滚滚的黑海尽收眼底。在霍斯塔河峡谷中，白岩矗立、河水涓涓、林木葱郁、密蔓围绕、景色清幽。

8.贝加尔湖

是世界上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湖中有岛屿27个，最大的是奥利洪岛，面积约730平方公里，湖岸群山环抱、溪涧错落、原始林带苍翠、风景绮丽，有西伯利亚的珍珠之美称。该湖附近有300多处矿泉，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每年可接待国内外游客数十万人。

9.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海港。整个城市处于丘陵地带，有一被称为金角湾的小海湾。城市迤逦于金角湾沿岸，依山临海，长30公里，平均宽12公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奥基安斯卡娅、塞丹科、萨纳托纳亚、“海鸥”等滨海休养地，并建有特色疗养院：气候性疗养院和泥疗疗养院。蓝湾、沙岬等近海地带有很多海水浴场。山地沿海一带海岸陡峭，林木茂密，建有植物园。这里山海相连，水色风光，变化无穷，风光秀丽。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到此观光。

第九节 国民生活

一 就业

1.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

2002～2005年期间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此外，工作者与被赡养者总量基本保持平衡。联邦政府采取使社会保险基金增值、从其他地区吸引工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等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

2.就业机构

2001年1月起，联邦政府撤销就业基金，用于实施就业政策的资金改由联邦财政拨款。此前俄罗斯就业基金拨款没有通过立法确定，给各地的拨款不同，60%是拨给莫斯科市，甚至用于修建大教堂，而对其他地区则欠账，甚至一拖几年。鉴于拨款来源发生了变化，联邦就业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新的机构设置为联邦一级的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州下设就业局和就业服务中心。州就业局直属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就业局人员与联邦公务员同等待遇，就业服务中心属于财政拨款部门。就业局是政策制定和监管部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向居民提供具体的服务和帮助。此外，就业机构还下设自负盈亏的培训中心和职业指导中心。这些机构采取商业化运作，为失业、面临失业人员和在职职工提供服务。此外，它们还负责协调为失业者提供培训的教学机构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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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部门的经费来源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就业促进经费由联邦财政、联邦主体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失业者社会支持经费，包括各种形式的补助金、物质帮助以及支付提前退休人员的待遇等由联邦财政支出。俄罗斯失业救济金的水平比较低。在建立了最低生活标准的地区，最低失业救济金仅相当于最低生活标准的20%，最高失业救济金相当于最低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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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9月底，俄罗斯共有550万人失业，占经济自立人口的7.7%，其中国家机关中已登记的失业人数达150万。截至2003年9月底，经济自立人口为7180万，占人口总数的50%。大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单位，8月份在大中型单位工作的人数达到393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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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资

1.概况

2000年6月20日普京总统签署了《最低工资法》，职工最低月薪提高2倍以上。这项法律规定，从2000年7月1日起，最低月薪从83.49卢布提高到100卢布，2001年元旦起提高到200卢布，2001年7月1日起再提高到300卢布。俄罗斯工资、工伤补贴、奖学金、社会福利金和行政罚款数额都是根据最低月薪按比例确定的。俄罗斯全国平均月薪约为1600卢布，不同职业和工种的工资相差悬殊。

2002年人均月工资为4426卢布，比2001年增加了35%，扣除通货膨胀，实际增加16.6%。按照经过核准的统计数字，2002年11月全国人均月工资为4694卢布。收入最高的是能源部门，人均月工资为15094卢布，其中石油开采业的人均月工资为21603卢布，石油加工业人均月工资为10274卢布，天然气工业人均月工资为18336卢布；有色冶金业人均月工资为9967卢布，电力部门人均月工资为7737卢布，黑色冶金业人均月工资为6416卢布，印刷业人均月工资为5097卢布。

2003年上半年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14.6%，而2003年的6月份又比5月份提高了13%。2003年6月份平均月收入达到4974卢布（约合160美元），与2002年同期相比提高了28.6%；5月份的人均收入同上年同期相比也提高了4.8%多。2003年7月份工资发放资金为330.75亿卢布，而6月份的实际发放工资数额为317.86亿卢布。但与此同时，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比较严重。由于经费短缺，远东阿穆尔州拖欠教师工资的总额高达4510万卢布，在1.95万名教师中就有1.5万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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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公务员工资平均增长30%。公务员中工资最高的是普京总统，其月工资为2240美元；杜马议员的平均月工资也达到了1600美元。莫斯科的白领70%的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有1/3的时间在外出差。他们的月均消费维持在1400美元左右，除了拿500美元用于购买股票、保险、债券和进行其他投资外，其余的钱有400美元用于物质消费、300美元用于购买服饰、200美元用于文化社交活动。比起在俄罗斯收入很低的教师、医生乃至农民来说，白领还是比较富裕的。

2.莫斯科白领收入

俄罗斯著名的“安科尔”人力资源公司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莫斯科白领的平均月收入突破1500美元，白领的人数也已从2003年年初的40万人上升为2004年年初的50万人。在俄罗斯，所谓白领主要指那些在大城市工作、受过高等教育、在企业充当骨干、收入颇高的人。

在莫斯科，收入最高的白领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最低月工资都在2000美元以上，高的可达8000美元。其次要数人力资源部经理，他们的平均月工资为2958美元，此外，地区营销经理和活跃在信贷、保险等行业的白领收入也比较高。他们的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是莫斯科最有活力、最富创造力的一群人。莫斯科白领的收入不低，要缴纳的税也不少。按照俄罗斯的法律，白领不但要按照规定上缴13%的所得税，企业还要从工资总额中扣除35.6%用于上缴统一社会税，国家用这笔钱提供发放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服务。在莫斯科，企业也存在着外资与俄资之分。莫斯科白领更倾向于选择俄资企业，因为俄资企业的工资涨得比外企快。“安科尔”公司的调查材料显示，2003年莫斯科外资企业全年工资涨幅为8%，俄资企业的工资涨幅则达13%。俄罗斯私企或民营企业已成为精英人才的工作首选，外企人才跳槽到俄资企业工作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仅2003年12月，莫斯科就有近千名外企高级职员转到俄资企业工作。

由于白领的平均工资基数比较高，在工资增长方面，白领没有多少优势。据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透露，2003年以来，莫斯科市人均工资比上年增长30%，普通市民与白领阶层之间的工资差别缩小了15%左右。就连莫斯科环卫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也从过去与白领之间相差的5倍，缩小为3倍。另外，从公务员和部分产业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来看，他们的收入越来越接近白领，白领在收入上的优势正在减弱。一些高级公务员的收入与白领已经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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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资调控

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阶段，国家对工资的调控是整个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工资政策调节劳动力素质和结构。此外，国家对工资的调节是对劳动关系调节的一个重要环节。俄罗斯政府调节工资有三个手段，一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调节工资分配差距，三是对工资进行指数化（与物价挂钩）。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是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此外，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也是调节工资的手段。据俄罗斯官方统计，全国平均工资为4000卢布，但实际上欠发很多，所以实发平均工资约为2400卢布。据圣彼得堡市官员介绍，当地月平均工资为5500卢布，最低生活标准为2540卢布。充分就业人口中有20%～30%的人得到的工资低于最低生活标准。这些人主要是国家拨款单位职工，如医生、教师等等。高收入是信息、银行、保险等行业。一些技术工人的工资也很高，比如焊工，尤其是造船业的焊工，最高月薪可达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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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蓄

2003年居民的卢布存款额增幅超过50%。2003年1～11月居民本币存款额增长了51.5%，比2002年同期高出12.5%。由于卢布对美元汇率坚挺，居民更愿意存本国货币。2003年在居民的存款结构中，依然保持着定期存款超前增长的趋势。定期存款总额增长了55.3%，活期存款额增长了37.1%。2003年1～11月居民的美元存款额增长了25.1%，比2002年同期的增幅减少了44%。根据2003年前11个月的总结，自然人存款余额增长了39%，超过14000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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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居住条件

1.概况

根据各方面不同的评估，2003年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幅度约为25%。俄罗斯国内的住宅需求量远远大于市场的供应量。此外，抵押贷款的信贷方式也促进了住宅需求的增长。2003年住宅建设总面积比2002年平均增加了10%，大约达到3500万平方米。2004年住宅建设总面积还要增加350万～1370万平方米。2010年住宅建设总面积将达到80001万平方米。资料显示，到2010年一套54平方米标准住宅的价值将相当于三口之家的3年总收入之和。那时贫困居民排队等候获得住宅的时间将从15～20年缩短到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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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2003年房价上涨了40%，2004年仍在继续上涨，莫斯科每平方米房价上涨了100多美元，莫斯科市每平方米房价已经超过1600美元的心理价位。国家黄金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居民福利改善和保值心理是导致莫斯科房价不断走高的原因。此外，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也导致住房建设成本增加。2003年12月，莫斯科房价比11月上涨4.5%，每平方米住房均价为1453美元。2004年年初住房均价为1500美元。俄罗斯不动产市场研究专家分析，到2004年3月15日，莫斯科住房价格现行指数已达每平方米160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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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条件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对莫斯科生活条件及其对人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情况进行多年研究后，提出了新的居住环境评判标准，即将人的居住条件分为优秀、良好、令人满意、只适合临时居住和完全不适合居住5个等级。专家认为，住房外面空气应该保持新鲜，并且不含有致病微生物和有害化学物质。为了保持住宅楼通风，楼房正面之间的距离应该不少于建筑高度的2.5倍，侧面之间的距离不低于建筑高度，并且住宅楼之间没有其他复杂建筑，1公顷土地上的居住面积不应超过5000平方米。这样才能使居住区的空气保持清新，室外有足够的绿化面积，楼房内外有充足的光线。就楼内而言，除了要求采光好外，还应该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满足每人每小时至少呼吸60立方米空气的要求。由于新楼内部化学物质污染的平均水平比室外空气污染高出1.5～4倍，因此，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有新鲜空气“吹”入楼内。专家认为，在建设新楼房时应该保证所用材料都不会对人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为此，在选择楼房建筑材料时应该进行几十项参数的综合检查，而不是只对建好的住房进行卫生标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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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房改革

俄罗斯推行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已有10年之久，从福利性质的住房制度逐步向市场化住房制度过渡。政府通过向居民无偿转移房屋产权，迅速建立起比较发达的一二级房地产市场。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19平方米，但低收入居民住房难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1991年俄罗斯开始推行住房私有化，所有居民均可无偿获得所住房屋的所有权，超标部分需自己掏钱购买。居民获得住房产权后，便可自由支配——出售、租让或赠与。住房无偿私有化的最大成果是使居民获得了改善住房条件的最初资本，二级住房市场迅速地建立起来，年成交量占不动产市场总成交量的80%。许多人通过卖旧房买新房，或出租旧房，用房租还贷购新房等多种方法改善居住条件。近年来由于经济形势稳定，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房地产一级和二级市场十分活跃，房价也因此不断上涨。国家建设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全国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7990卢布，而市场价格远远高出这个标准。如在莫斯科，普通楼房每平方米居住面积已达到700～900美元。因此，如何解决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成为政府关心的问题之一。莫斯科市政府尽力为教育、卫生、公安等吃“皇粮”部门的职工优先提供廉价的租用住房，同时开始建设经济适用房，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居民还可去房管部门排队申请免费住房。但由于财政资金有限，每年市政建房不多。

与此同时，政府一直在鼓励各种抵押贷款购房方式，这种方式主要为中产阶级所接受。购房者先首付30%的房款，并向银行提供收入证明，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人才有可能获贷款。由于通胀率一直很高，银行为防范风险一般只提供3～5年的贷款。近年来开始推行得到国家资助的购房储蓄，购房者先在指定银行存放相当于房价5%的钱，交至50%后可得到住房，余款三年内交清，贷款利息为8%，大大低于通胀率。政府还发放住房债券集资，加快住房建设，持有债券的人可优惠购房。住房共用事业改革的滞后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大缺陷。住房共用事业指包括冷热水、电、气、取暖、维修、电梯、垃圾清理等30多项与住房有关的服务。这项费用主要由地方财政补贴，居民负担部分不足一半。据统计，2001年三口人之家55平方米的住房，这项费用每月仅为430卢布。这项补贴使地方财政负担沉重，影响经济发展。同时许多地方政府拖欠热力、电力、天然气等生产企业巨额债务，企业因缺乏资金经常停工，从而造成居民生活困难。房屋和各种管道长年得不到维修，公用设施老化程度达60%，有1/4已经不能使用，事故频繁已危及居民安全。

政府下决心进行住房共用事业改革，作为试点城市的莫斯科从2002年起要求高收入居民自愿全额交纳住房共用事业费，许多官员带头交款。由于此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政府慎重推行，逐步过渡到所有居民全额交费，对低收入居民给予直接补贴。政府现已制定了2002～2010年解决住房问题纲要，确定了住房改革的基本方针，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发达的房地产市场，开拓多种融资渠道，保障各阶层居民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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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举措

普京总统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住房改革的问题，认为俄罗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保障公民买得起房。俄罗斯政府、地区和地方政府制定这样的目标：到2010年至少使1/3的居民能够依靠积蓄和利用住房贷款购买现代化居所。住房贷款是俄罗斯公民可以得到的长期贷款。为了避免住房需求增长导致房价猛涨，俄罗斯保障住房建设中的竞争。俄罗斯在住房改革问题上采取如下四点措施：首先，利用金融手段，不仅靠现有工资和储蓄，而且要利用将来的收入改善住房条件。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款来发展长期住房贷款，既有给公民提供的贷款，也有给建筑商提供的贷款。抵押贷款是中等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的可行办法。另外有其他的融资方式，例如公民参与集资建房和公积金计划。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国家产权登记系统、信贷登记机构、有价证券抵押市场都发挥有效作用。其次，打破建筑市场的垄断。地方政府对土地使用和建房作出明确规定，简化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准备好必要的市政工程设施，所有措施都是为了缩短建房时间和节省费用。再次，保障房屋的正当购买者的所有权。房屋市场上的交易透明。最后，整顿社会住房的分配秩序。让真正的需求者能够按社会租用合同得到住房。针对个别群体规定更多的专项扶持措施，特别是对年轻家庭。

四 福利

1.概况

俄罗斯社会的优惠政策和福利补贴很多，俄罗斯全国共有1亿多人不同程度地享受着各种优惠待遇，仅针对献血者、警察和法官的各种优惠补贴每年就达100多亿卢布，相当于政府每年对中等教育的拨款。不过，俄罗斯的福利如果综合全部社会优惠，包括对住宅和物业管理的补贴，2003年的社会优惠政策所需要的资金高达2.8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68%。因此，政府根本无法履行全部优惠补贴。

许多优惠政策是苏联解体后制定的。1992～1996年期间，政府针对一些社会阶层制定了许多社会福利和补贴的法律。仅举法官享受的优惠项目为例，根据1992年颁布的《关于法官地位》的法律，法官就职后6个月内，地方行政当局必须采取措施改善法官的居住条件，为其提供单独的住宅或住房，住宅或住房内必须有法官的单间。住宅或住房无偿成为法官的财产，法官离职或退休后房屋产权不变；由地方预算拨款为法官安装电话；由联邦预算支付法官及其家属的医疗费用和医生开列处方的药品，法官退休后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法官可在全国各地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

2.养老金制度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计划经济下的养老金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得不进行改革。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养老基金法》，建立独立于国家预算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来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雇主按工资总额的31.6%缴纳，工人和公司职员按本人工资的5%缴纳。后来又陆续公布了若干法律条令，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修改补充，例如，对养老金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改革，提高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实行养老金的指数化等。然而，俄罗斯的养老金制度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时期的现收现付的做法，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是以支定收，缺乏稳固的资金储备。为改变这种情况以及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俄罗斯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包括2001年12月5日俄罗斯议会通过的《劳动老残恤金法》和《强制老残恤葬保险法》，对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引入积累原则，过去是全部缴费都用来统筹，重新分配，现在出现了个人账户。二是改变养老金的发放条件。第三是改变未来养老金数额的确定方式，使被保险人未来领取的养老金与其缴费年限和工资水平挂钩。改革的基本目的，一是通过积累原则，促使人们收入公开化。过去一些年很多收入不受国家调节，居民收入中有30%～40%是影子收入，既不纳税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二是引进一个强制性的国家养老保险体系，企业和其他机构不用再设立专门机构对职工的养老金进行管理，而改由国家专门机构来进行管理。三是给养老保险项目参与者以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来选择投资增值方式。缴费者不仅可以把个人账户中的钱放在国有基金中，也可以放在非国有基金运作。在领取养老金条件方面，男子年满60岁，妇女年满55岁并且缴费满5年的都可以享受劳动养老金。劳动养老金由基础部分、保险部分和积累部分三项组成。所有养老金领取者领取的基础部分标准都相同，每月为450卢布；保险部分为保险账户资金除以19年（即228个月）的平均值，基础部分和保险部分总计应该不低于660卢布；积累部分为个人账户中的储蓄总额除以预计领取养老金的月份数。基础部分的资金来源于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统一社会税，另外两部分则来源于俄罗斯联邦年金基金的资金。养老金的数额根据物价的变化进行指数化。缴费标准根据不同年龄和不同收入水平采取累进制的计算方法。比如，对于1967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工资为100000卢布以下，雇主则为其缴纳其工资的8%用于保险部分，6%用于积累部分；如果其工资在100001～3000000卢布之间，雇主为其缴纳8000卢布和超出100000卢布部分的4.5%用于保险部分，外加6000卢布和超出100000卢布部分的3.4%用于积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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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移民

俄罗斯对外国移民问题比较关注。在计划经济时期，苏联的移民潮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发达的中西部流向人口稀少的东部。当时进入俄罗斯的移民主要的来自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来俄的主要目的是工作和学习。随着苏联解体和市场经济改革，移民潮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特点。大批人离开东部和北部，迁居经济发达地区。原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移民，成为各独立国家之间的移民。此外，移民规模和动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时期，有5000万～60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20%）生活在出生地之外。其中差不多一半是俄罗斯人。苏联解体后，大约有800万人回到了俄罗斯。计划经济时期，苏联仅有一些移民也是国家控制的；现在由于国家边界管理不严，导致移民管理失控。俄罗斯约有500万左右的外国非法移民。另外，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俄罗斯共有1300多万移民，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增加的重要因素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驱动。据统计，在俄罗斯就业的外国人占其就业人口的2%，主要来源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中国、越南和土耳其等国。这么多移民涌入还有一个因素，即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去他国的中转站。

为加强移民管理和限制非法移民，俄罗斯国家杜马于2002年7月25日通过了《在俄罗斯联邦的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移民配额制度、雇佣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制度和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制度。雇佣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由地方内务部门根据就业部门的鉴定发放。如果雇主使用在俄罗斯临时居住的外国人就业，还必须在内务部门专门开设的账户上预存一定数量的押金，以保障外国人劳动合同期满后离境。此外，根据这项法律，政府每年根据各州的申请确定外国移民配额。配额制度从2003年已经试行。配额的确定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保护本国公民利益，二是充分利用外国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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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军事

第一节 概述

一 建军简史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继承前苏联武装力量大部分遗产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并不打算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是力主把前苏联375万人的武装力量完整地保留下来，成立统一的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根据1991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独联体（过渡时期）防务问题的协议（草案）》，苏联国防部改为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部。但是独联体各国对常规力量是否接受统一指挥始终存在分歧意见。在独联体各国纷纷宣布接管自己境内的常规力量和设施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本国军队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而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1992年3月4日，叶利钦宣布驻扎在俄罗斯联邦境外的军队，包括驻摩尔多瓦的第14近卫集团军、驻德国和波兰军队集群、驻蒙古和驻古巴部队，以及外高加索军区部队和里海区舰队等均在俄罗斯司法管辖之下。
 
[1]

 1992年3月16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总统令，规定了国防部的职能和权限，并宣布自己代行国防部长职能。1992年5月7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命令》和《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和武装力量的组织措施的命令》。叶利钦还宣布自己担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由此，俄罗斯开始了建设本国武装力量的历程，5月7日这一天也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成立日载入了史册。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接管了苏联的大部军事遗产，主要包括：75%的军队，50%的军事技术装备，约80%的核力量，70%的军工综合体。这是一笔可观的遗产，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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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建设与发展的简短历程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即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

（一）叶利钦时期

俄军建设与发展的叶利钦时期起自1992年5月7日，迄于1999年12月31日，历时7年半有余，是俄罗斯武装力量建设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经历了初创的痛苦，转轨的艰难，改革的蹉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普京时期军队的发展和继续改革打下了基础。叶利钦在其任内先后任命了三个国防部长，很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5月至1996年6月），П.格拉乔夫（П.С.Грачев）担任国防部长。在他任内，俄罗斯面临着建军、撤军、裁军和改革这四项相互交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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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国防部。军事体制的重建是俄军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而选择什么样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则是重建军事体制的关键，其矛盾集中反映在国防部的组建上。当时存在着两个方案。一个是所谓文职方案，即把国防部非军事化，使之变成由文职国防部长领导的政治行政机构，而把军队指挥职能全部交给总参谋部；另一个是传统的军事方案，即按前苏联军事领导体制的模式成立国防部。1992年4月4日，俄罗斯成立了“组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和陆海军国家委员会”，原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任主席。上述两种方案的斗争在委员会成立之后变得更加激烈了。沃尔科戈诺夫本人赞成文职方案，并要把总参的机构减少一半。但是，文职方案引起了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司令部高层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沃尔科戈诺夫和委员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最终得以说服叶利钦，使其相信国家还没有做好对军事领导体制进行重大变革的准备。总统权力尚未巩固的叶利钦也迫切需要将军们的支持，于是传统方案得以通过。前苏联的中央军事机构全部被接收过来作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组织基础。1992年5月18日，格拉乔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由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科科申担任外，国防部的其他5名副部长均由原苏军高级将领担任，前苏联国防部的局长们大部分留任。原有的5个军种司令部和空降兵司令部保留下来，军种司令们不再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原先隶属于国防部航天器主任局的军事航天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军事航天力量司令部。国防部机关的人数比苏联国防部减少27%。

制定《俄罗斯联邦国防法》。新的军事体制需要法律的固定化。1992年9月24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防法》。在此之前，叶利钦曾因不同意该法草案有关总统任命国防部长须征得最高苏维埃同意的条款而拒绝签署该法。在最高苏维埃对此款作了修改之后，叶利钦才同意签署。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防法》规定了军事体制尤其是国防领导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后来的1996年《俄罗斯联邦国防法》相比，为总统、最高苏维埃和政府规定了相对平衡的权力。最高苏维埃在国防方面有14项权力，最高苏维埃国防委员会还另有两项权力。随着1993年10月叶利钦在与最高苏维埃的斗争中取胜以及当年12月新宪法获得通过，总统的权力极大地增大了。1993年12月24日，叶利钦下达了“关于使俄罗斯联邦法律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措施”的总统令。根据该总统令，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防法》中的许多条款因与新宪法相矛盾而不能使用了。新宪法大大限制了议会在国防方面的权力，而把武装力量的全部领导和指挥权都集中到了总统手中。总统不再需要同议会协调军事建设领域的最重要问题，国防部不再需要与议会协调干部政策。议会失去了在批准军事学说、共同条令、武装力量结构和人数、任用领导干部、在境外使用军队等方面的权力。叶利钦用总统令修改了旧的《俄罗斯联邦国防法》，但新版国防法在国家杜马拖了很长时间，1996年5月31日才获通过。议会在国防方面的权力只剩下6项，其中属于国家杜马的只有两项：审核联邦预算法规定的国防开支，通过国防领域的联邦性法律。

撤军与裁军。从国外撤军，是俄罗斯联邦从苏联继承的军事遗产之一，只不过，同苏联后期开始的撤军进程相比，需要撤出的国家增加了。除了继续从德国和波兰撤军外，还要从波罗的海国家、外高加索国家和摩尔多瓦撤回军队。而且，撤出的军队除个别兵团和部队要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外，基本上要安置在俄罗斯境内。从1992年1月至1994年8月，向俄罗斯境内撤回了3个军队集群领率机关、12个集团军和区舰队领率机关、2个军部、42个师、50个旅、51个航空兵团和15个直升机团。如果从苏联时期的1989年算起，俄罗斯（苏联）总计从国外撤回70余万军人，其中：德国36万余人，捷克斯洛伐克7.5万人，匈牙利6.05万人，波兰约4.6万人，蒙古7.55万人，古巴560人，波罗的海三国约6.8万人，外高加索国家3.6万余人。加上文职人员和家属，共撤出约120万人。撤出的武器有：坦克1.42万辆，装甲战斗车辆1.944万辆，120毫米以上火炮和迫击炮1.0376万门，飞机2729架，直升机1855架。

根据1993年6月24日生效的《从其他国家撤出俄军和在俄罗斯部署和安置俄军的国家计划》，俄罗斯要为撤回的部队修建12.67万套住宅、460座营房、2300座武器和物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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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建军时，总共接收原苏军282万余人。经过连续几年的裁减（1993年裁减25.9万人，1994年裁减42.4万人，1995年裁减21.7万人），到1996年初，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编制员额减至15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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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革构想。1992年6月，格拉乔夫提出了一个“三阶段”改革构想。第一阶段（1992年期间），清点武器和技术兵器，继续从国外撤军并妥善安置，继续精简人员和武器，制定武装力量建设和运行的法律基础，恢复乌拉尔军区并对一些军区进行改革，完成组建国防部和整个高级军事指挥体系的工作。第二阶段（1993～1994年），形成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结构体系并基本保留现有军种结构和指挥体系；建立机动力量；根据俄罗斯联邦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完成任务的需求建立军队集团。战略核力量集团以战略火箭军为基础，在一般任务力量集团中建立掩护军队、机动力量和总统帅部预备队；大大缩减军团和兵团的总数量，取消简编部队；陆军由集团军和师结构向军和旅结构过渡，1995年前把军的数量增加50%，旅的数量增加5倍，同时把师的数量减少2/3；对军事技术政策和武器装备订货与采购体制进行根本的修改；向混合补充体制过渡，在此期间裁减70万人，在1995年1月1日前把武装力量减至210万人。第三阶段（1995～1999年），完成从境外撤军的任务，开始对军兵种结构进行改组；建立地区司令部，向非军区体制过渡；完成建立和平时期军队集团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工作；进一步缩减武装力量，把规模降至15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概略的设想。从实际执行的结果看，除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彻底以外，所规定的1996年前应当完成的其他任务没有一项得到完全落实。1995年2月23日，叶利钦对1992年以来的军事改革下了断语：“车臣再一次说明，我们拖延了军事改革。生活本身需要军事改革，而1995年应当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革新的转折年。我准备亲自监督军事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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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军事学说》与军事法规。军事学说是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构想，是官方颁布的正式文件。俄军宣布成立20多天后，国防部即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的基本原则》草案，该草案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提出过不下7个方案。1993年11月2日，叶利钦总统主持安全会议审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军事学说。与前苏联军事学说相比，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形式上，过去的军事学说分为政治基础和军事技术基础两部分，新军事学说则分为政治、军事技术和军事经济基础三部分。内容上，新学说在仍然恪守“纯防御”性质的同时，放弃了承诺多年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也不再承诺不首先使用军事力量，同时，反对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也搞什么“纯防御”，规定武装力量要在境外部署和行动；强调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承认局部战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常规战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首次用学说的形式规定了军队的对内职能，在军队规模上不再提《俄罗斯联邦国防法》中规定的1%的限额。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俄罗斯非常重视军事立法工作。1992年9月，颁布了临时内务、纪律、卫戍、警戒和队列条令，以后，陆续制定并颁布了《兵役义务与服役法》、《军人地位法》等一系列法规，至1996年初，共颁布了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法律11部，其他法规性文件100余个，对军队建设发挥了积极影响。

调整部署。与华约和苏联存在时期相比，俄罗斯面临新的不利的地缘战略形势：在西部和西南战略方向上失去了近1000公里的前沿地带，原苏军的第一战略梯队全都留在了境外。俄罗斯需要建立新的战略部署。新的部署原则是，放弃沿国境周边部署兵力的做法，确立重点配置、重点设防、前方掩护、机动支援的方针。建立三个战略梯队：在重点地区和方向部署常备掩护后力，在腹地部署强大的机动力量，在战时通过动员建立战略预备队。对境内的军事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通过将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一分为二，境内军区的数量由7个增至8个：列宁格勒军区、莫斯科军区、北高加索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乌拉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外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在境外，北部军队集群于1993年解散，西部军队集群于1994年8月解散，西北军队集群（原波罗的海军区改编而成）于1994年11月解散。原南高加索军区改为南高加索军队集群，于1995年解散。1994年8月，在驻加里宁格勒州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成立了加里宁格勒特别防御区。此外，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还驻有部分军队。

改革编制。编制的改革是在保留5个军种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目的是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战略核力量的改编根据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原则进行，所有处于俄罗斯境外的战略导弹均取消了战斗值班，并于1995年底前完成了从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的撤出。战略火箭军撤销了2个导弹集团军和一些导弹师，制定了用机动导弹取代固定导弹的计划，海军中装备过时导弹的潜艇退出了战斗编成，远程航空兵的编成和驻地也进行了调整。由于战略预警部队中的一些超视距雷达留在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为了恢复预警体系，俄罗斯着手建造新的雷达站。陆军大量裁撤合成和坦克集团军，成立了一些陆军军，许多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改为摩托化步兵旅，同时，大大减少了兵团中坦克和其他重型兵器的数量。空军中，集团军航空兵转给了陆军，成为它的一个兵种；撤销了方面军用途空军集团军，建立了预备队空军；空军司令部内新成立了前线航空兵司令部、预备队和干部培训司令部。根据新的空中战役方向修改了防空军团的作战区边界，它们的编制也做了修改，成立了新的防空地幅和地域，在西部和南部边境地区调整了雷达兵和防空导弹兵的部署，另外，成立了空中太空兵力司令部。海军保留了原有北海、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4个舰队的体制，1992年在阿斯特拉罕成立了里海区舰队。另外，裁撤了一系列区舰队、分舰队。岸防兵实行了新编制。在远洋值勤的兵力数量大大减少。对军事院校进行了初步的裁减。俄军接收了原苏军166所军事院校中的116所。经过裁并，减到101所。

实行混合兵役制。俄罗斯武装力量从成立起，基本沿袭原苏军后期的改革思路，实行合同制和义务兵役制相结合的混合兵役制度。1992年12月1日，开始正式按合同征召职业军人，政府为此拨出专款。所有军官从1993年8月开始以书面形式签订服役合同。合同兵的数量逐年增多，1995年底合同兵达到35万人，占士兵总数的30%。50%的合同制军人年龄在25～30岁之间。技术军种中合同制军人占30%。

格拉乔夫阶段是对俄军建军模式的探索阶段。经费不足，思想局限，观点分歧，经验不够，部门利益，政治斗争，以及第一次车臣战争，使这一阶段的武装力量建设充满痛苦与曲折。军队的架子搭起来了，初步的规划制定了，对改革也进行了探索，但是，军队战斗力锐减，违法乱纪严重，军人地位下降，训练水平大不如前，军内高层矛盾重重。在格拉乔夫提出的建立武装力量、从境外撤出军队、裁减军队员额和改革武装力量这4项任务中，前两项可以说是完成了，第三项完成了一部分，第四项正处在探索过程中。

第二阶段（1996年7月至1997年5月）为期不到一年，И.罗季奥诺夫（И.Н.Родионов）担任国防部长。他的任职，是叶利钦总统与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罗季奥诺夫是一个短命的国防部长。

成立国防会议。建设国防会议的呼声是在1995年间出现的。人们把建立这个机构看作集中对所有强力部门的指挥，加强对军事改革的领导的重要举措。罗季奥诺夫在出任国防部长之前也非常赞成设立国防会议，他主张总参谋长成为国防会议成员，从而使他有向总统汇报的机会。1996年7月18日，在罗季奥诺夫取代格拉乔夫担任国防部长的那次国防部部务会议上，叶利钦作出了成立国防会议的决定。1996年7月25日，根据《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防会议》的总统令，正式成立了国防会议。国防会议秘书由巴图林担任。根据国防会议条例，它的基本任务是制定军事建设构想，就改革武装力量、其他军队和队伍的任务提出建议。国防会议在制定改革构想方面的确发挥了作用。作为成立国防会议的提议者之一，罗季奥诺夫大概不会想到，伴随着他上台而成立的国防会议会成为促使他下台的动力之一。在罗季奥诺夫失去总统信任的情况下，国防会议成了总统领导军事改革和军事建设的得力助手。

改革方案的较量。罗季奥诺夫就任国防部长后，在1996年10月4日举行的国防会议首次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罗季奥诺夫的改革计划是一个三阶段构想。而1996年12月底国防会议则提出了一个观点完全对立的构想草案。两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威胁判断、武装力量缩减规模、军事改革的资金保障等方面。在威胁判断上，国防会议认为，目前对俄罗斯来说不存在大规模的外来威胁，应当根据这一判断改造武装力量的结构并调整其任务。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将军们则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在资金上，罗季奥诺夫坚持，武装力量改革只有在尽快拨给占国内生产总值15%的经费的情况下才能开始，而当时政府实际能拨给军队的军费不超过军队申请数额的50%。同时，他认为把陆海军人数降到120万是过早的举动。国防会议秘书巴图林则赞成从实际拥有的预算资源出发立即开始军事改革。他的想法得到了叶利钦的赞许。

国防会议拿出的是一个“两阶段”改革构想。第一阶段（1997～2000年），根据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有限经济能力，把主要力量用在优化现有的军事指挥机构体系、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的军兵种的军团、兵团、部队和机构上，减少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的编成和人数，同时，建立所有武装组织的完整的指挥系统，对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军事行动的准备和实施进行统一的计划。第二阶段（2001～2005年），根据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测性评估，对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进行深入的结构改革，全部转入合同补充制度，建立相应的后备军人训练体系，完成建立军事干部培训和给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补充干部的统一体系的工作，改组军工综合体。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在战略火箭军、军事航天力量和导弹太空防御兵的基础上组建导弹太空军，通过合并空军和防空军组建空中防御军，撤销陆军总司令部，把它的训练动员预备队的职能交给总参谋部行使。在总参谋部体系内建立战略力量作战司令部，同时，相应军种总司令部保留行政指挥权。建立战略力量所有组成部分的统一战斗指挥系统。建立军区、内卫军军区、边防军军区的统一体系，在军区司令员的总的领导下遂行抗击局部规模入侵的任务，总参谋部对军区直接实施作战指挥。在改革第一阶段结束前把武装力量的人数降到120万军人，其他军队总共减少30%；在改革第二阶段结束前把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的军人数量保持在170万人。将军的数量不超过军人总数的0.1%。在核遏制政策方面，当地区性武装冲突向大规模战争升级时，俄罗斯可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对军事目标实施解除武装式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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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国防会议制定的这个2005年前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改革构想在俄军的改革历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后产生的若干改革设想和措施都是在这个构想的基础上发展的。国防部和国防会议的分歧在1997年5月间达到了顶点。在国防会议5月22日的会议上，叶利钦以一种粗暴的方式解除了罗季奥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和萨姆索诺夫（В.Н.Самсонов）的总参谋长职务，用这种方式解决了改革战略的争论。

有限的改革成果。罗季奥诺夫任内的俄军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对空降兵进行了整编。从1996年2月1日起，把4个独立空降旅分别交给了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和远东4个军区，直属军区司令；把2个空降师和2个独立空降旅，分别交给了列宁格勒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作战隶属于军区司令。根据1996年9月24日的国防部长训令，空降兵从6.43万人裁减到了4.85万人。另外，计划在1997年9月1日前把2个空降师、1个空降旅分别直属列宁格勒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并把人员减到3.4万人。1997年2月1日，空降兵失去了独立兵种的地位，直接隶属陆军总司令。罗季奥诺夫认为剩下的5个空降师还是太多，主张继续裁减。1997年5月，叶利钦出面要求暂停对空降兵的改编，并委托总理和总参谋长一起制定空降兵的发展计划。空降兵总算保住了作为特殊兵种的独立性。

陷入危机的军队。罗季奥诺夫任内的俄军，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关于军队发展道路的争论和建军以来连年严重不足的军事投入，使军队建设面临空前困难。1996年俄罗斯军事预算仅为军方要求的1/3。预算内资金不能及时到位，1996年国防部实际收到的经费仅为预算的26%。到1996年9月，国防部欠食品供应单位和服务单位的债务以及军人工资达25万亿卢布。军官不能按时得到工资已成惯例。资金短缺导致军队装备不能更新，训练水平下降。“40%～50%的国土不在防空军的雷达监视范围内，只有半数的舰艇能够作战，50%的飞机为第二、第三代飞机，40%的机场需要大修。陆军师的满员率仅为60%，其中只有1/3有战斗力。”
 
[8]

 1996年军队的训练量有所增加，但训练质量下降。战略火箭军年终考核时没有一个师取得优秀成绩，陆军73%的首长参谋部演习仅为及格，空军飞行时间只完成了计划的42%，基础科目训练仅完成了一半。海上训练次数明显减少。
 
[9]

 军心不稳，86%的军官家庭生活困难。军人违纪犯罪案件增多，盗窃现象严重。

罗季奥诺夫是一个职业军人，理论修养很高，对军事工作与军队建设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作为传统派的代表，他在战略上与叶利钦总统渐行渐远。不可能设想一个失去总统信任与支持的国防部长，会在事业上有什么作为。人事矛盾，战略分歧，最终导致罗季奥诺夫的被解职。因此，罗季奥诺夫阶段，只是俄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第三阶段（1997年5月至1999年12月），И.谢尔盖耶夫（И.В.Сергеев）担任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的思想与总统合拍，得到了总统的大力支持与信任，一上任就通过大幅度的人事调整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同时，补发工资，改善住房，安置退役军官，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整肃军纪，稳定了军队的局面。在他的任内，俄军的改革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后期，军种间围绕有限资源的分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到2000年下半年，军事改革再次陷入徘徊。

新的改革纲领。1997年6月9日，谢尔盖耶夫在与叶利钦的会见中提交了自己报告，名为“武装力量改革企图”，并得到了叶利钦的批准。
 
[10]

 与前任国防部长不同的是，谢尔盖耶夫的思路是依靠挖掘武装力量的内部潜力来解决军队的改革与发展。1997年7月16日，叶利钦下达了《关于改革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并改进其结构的首要措施》的总统令。
 
[11]

 总统令把军事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化了。从1997年秋季起，俄军按照总统令开始进行组织编制的调整。在规划当前任务的同时，俄军还制定了2005年前改革与发展的蓝图，这就是1998年8月7日叶利钦批准的《2005年前俄罗斯军事建设的国家政策基础（构想）》。据说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份如此系统地阐述国家在军事建设问题上政策的文件。
 
[12]

 这个构想把1996年底国防会议提出“两阶段”构想以来各种方案的精华都吸收了，统一了所有强力部门领导人对军事改革战略的认识。“构想”规定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到2000年）武装力量要完成向四军种结构的过渡，第二阶段（2005年前）完成向三军种结构的过渡；规定陆军组建10个常备师，其中一个用于维和，以后还要增加常备师的数量。这个构想虽然比较全面，但是回避了对各项改革措施的财政经济论证。

调整国防领导机构。在罗季奥诺夫被解职之后不久，为了保障再次启动的改革之车能够顺利运行，1997年6月6日，叶利钦发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防会议问题》总统令，在国防会议下面成立了由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任主席的军事建设委员会和由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丘拜斯为主席的军事改革财政与经济保障委员会。1997年下半年，为了加强总统对军事建设进程的监督，根据1997年8月28日《关于加强对俄罗斯联邦军事建设的国家指挥》的总统令，在总统办公厅内成立了总统国家军事监察署。军事监察署的领导人是国家军事监察员，由国防会议秘书兼任。1998年，根据3月3日的《关于改进军事建设领域的国家指挥的措施》总统令，国防会议被撤销，其机构与国家军事监察署合并，连同职能一并转入安全会议，科科申接替已经担任副总理的雷布金为安全会议秘书。撤销国防会议与国家军事监察署，使国家安全、军事建设和军事改革的问题全部集中于安全会议研究，减少了国防部之上的层次，对于加强安全会议的领导作用，加大国防部的领导责任、改变政出多门的情况是有利的。国防会议撤销后，下属的军事建设委员会和军事改革财政与经济保障委员会也随之撤销。

裁减军队。根据改革计划，截至1999年1月1日，武装力量人数已降至120万人。与原苏军相比，陆军师的总数由190个减至24个（不含教导师和基地），坦克由5万辆减至1万辆，飞机由1.2万余架减至4000余架，舰艇由1900余艘减至780余艘。

改革体制编制。在总部一级，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机关精简了15%，取消了100个将军职位，规定今后国防部机关人数不超过总员额的1%，贸易总局等一些机构与军队脱了钩。在军种方面，1998年1月1日撤销了陆军总司令部，在其机关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总局和跨军种的武装力量战斗训练总局。同时，成立了陆军的防空兵司令部、导弹兵和炮兵司令部和陆军航空兵司令部。1998年10月陆军导弹兵和炮兵司令部改为跨军种的武装力量导弹兵和炮兵部。陆军总局起初直属国防部，从1998年12月1日起隶属于总参谋长。军区的性质和区划发生了变化。军区领率机关被赋予相应战略方向上的武装力量战役—战略司令部的地位。西伯利亚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合并，在它们的基础上从1998年12月1日起成立新的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部驻赤塔。军区的数量从8个减为7个。军区的边界做了相应的调整。防空军和空军实行合并，成立了新的空军，1998年3月1日起新的空军总司令部开始工作。到1999年1月，共撤销了680个部队和兵团，改编了134个部队和兵团，转隶了600个部队和兵团，减少了45%的人员。空军部队的满员率达到95%～100%。4个空防集团军，分别在作战上隶属于列宁格勒、北高加索、远东、西伯利亚军区司令；2个独立空防军，分别在作战上隶属于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海军的变化最小，仍保持四大舰队和一个区舰队的基本序列。1997年12月1日驻加里宁格勒的第11合成集团军与波罗的海舰队岸上部队一起，成立了波罗的海陆上和岸上军队。1998年6月，在堪察加、楚科奇半岛方向组建了由太平洋舰队原堪察加区舰队、第2潜艇区舰队、航空兵部队和第25步兵军、第6防空师组成的东北联合军队集团，由太平洋舰队司令统一指挥。1997年11月1日，战略火箭军与军事航天力量和原防空军的导弹太空防御兵合并，成立了新的战略火箭军。军事航天力量改编为战略火箭军航天器主任局，原军事航天力量司令担任战略火箭军负责航天器的副总司令。原导弹太空防御兵司令担任战略火箭军负责导弹太空防御的副总司令。战略火箭军共接收了军事航天力量和导弹太空防御兵600多个部队和兵团。导弹太空防御兵和导弹袭击预警系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在第3独立防空集团军、反导防御军、太空监视师的基础上，成立了第3独立导弹太空防御集团军和独立导弹袭击特种预警集团军。随着陆军总司令部的撤销，空降兵再次成为独立兵种。到1998年5月1日，空降兵裁减到3.2万人，由5个师减为4个师。在军事教育方面，根据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颁布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职业教育的军事教育机构》的决定，当年俄军改组和合并了46所军事院校，同时，缩编了30所院校，取消了2所，使军事院校数量减到了69所。1999年再解散14所院校和1所分校。到2000年初，保留8所军事学院、11所军事大学、36所军事专科学院，共55所军事院校。

从1997年年中到1999年年底总共两年半的时间里，俄军的建设呈现出一种加速发展的态势，基本上完成了改革计划规定的第一阶段目标。过快的改革速度和有限的资金投入，使得改革在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前夕又一次放慢了速度。不仅如此，面对着有限的资源，围绕着是优先发展核力量还是均衡发展各军种，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对发展战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二）普京时期

普京时期的俄军建设以2003年10月2日的国防部领导干部会议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3年9月），通过对军队改革与发展战略的调整，俄军进入了新一轮军事改革。

新的改革取向。普京时期的俄军建设是叶利钦时期的继续与深化。而解决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关于军队发展战略的争论，也就成了形成普京军事政策的起点。从2000年8月到11月，安全会议召开三次会议，对建军方针、领导体制、改革计划、资金投入、建设重点等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重新调整了2005年前和2010年前军队建设与改革的指标，制定了2001～2005年武装力量建设与发展计划、军种和兵种建设计划，以及军队全面保障体系的发展计划，一共33份文件，晚些时候还推出了2001～2010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新的军队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均衡发展，即妥善处理发展核力量和发展常规力量的关系，处理好以核武器支撑大国地位和以常规力量应付现实安全威胁的关系，纠正前一时期偏重发展战略火箭军而使常规力量建设几乎陷于停顿的倾向；适度发展，即协调处理军事发展和整个国家发展的关系，以适度发展作为军事发展的目标模式；内涵式发展，即通过减员增效，把军事力量的质量指标和国防费的使用效率提上去，为2005年以后的发展打下组织基础。

改革国防领导机构。2001年3月28日，普京总统签署命令，调整了一批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任命原安全会议秘书С.伊万诺夫（С.Иванов）担任国防部部长，任命库捷琳娜担任国防部负责财政经济问题的副部长兼财政经济总局局长。伊万诺夫和库捷琳娜作为文职人员出任国防部长和副部长，对于以后国防部突出军事政治和军事行政色彩，处理好国防部同总参谋部之间的职能区分是很有利的。2002年，国防部恢复了总军事监察署，编制25人，主要职能是检查部队战备、训练和执勤情况并提出建议。

整编军种。2001年6月，俄军把战略火箭军由一个军种改编成了两个兵种——战略火箭兵和太空兵。新的战略火箭兵是一个中央属兵种。太空兵是在原先并入战略火箭军的军事航天力量和导弹太空防御兵的基础上成立的，编制员额5万人，其中航天力量3万人，导弹太空防御兵2万人。至此，俄罗斯武装力量形成了陆、海、空3个军种和战略火箭兵、太空兵和空降兵3个独立兵种的结构。2001年9月初，俄军恢复了两年多前被撤销的陆军总司令部。2001年8月底，俄军按照原定的计划完成了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和乌拉尔军区的合并工作，使军区的数量由7个减为6个，与既定的6个战略方向一致。在北高加索军区和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成立2个常备机动集团，总人数达5万人，以应对西南和中亚两个战略方向上的现实威胁。空军将莫斯科空防军区改编为特种司令部，负责中央地区的空中太空防御（与太空兵的导弹太空防御兵一起）和对西部及其他战略方向的快速反应任务。同时，把原空防军区的部队整编为第16空军集团军。

裁减人员。据国防部长伊万诺夫称，他于2001年3月就任时，俄军实有人数不是曾经公布的120万人以下，而是136.5万人，到2003年10月，俄军实有人数为116万人。其中，2001年裁减了7万人，2002年裁减了10万余人。预计到2005年前俄军可能减至100万人。

进行合同制试点。2002年6月，俄罗斯政府确定第76空降师为合同兵役制试点，试验到2003年结束。为此拨款26.73亿卢布。试点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改革军事教育。经过两年准备，俄罗斯政府于2002年5月出台了《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军事教育体系改革纲要》。要求实现所有军事院校的一体化，继续裁减院校数量，扩大容量，精简专业设置，把学员首次服役的合同由毕业后5年延长到10年，把某些军队指挥专业的学制由5年减至4年。

启动联勤计划。俄罗斯政府于2002年2月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向跨部门后勤保障体制过渡的基本措施计划》，使俄军事组织的联勤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

第二阶段（2003年10月起），普京总统和伊万诺夫国防部长在2003年10月2日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大规模的急剧改革业已结束，武装力量将转向“循序渐进和着眼未来的发展”，或称“从解决武装力量的生存问题转向真正的军事建设”。

新阶段武装力量的发展方向是：保持战略遏制力量的潜力，继续减少战略导弹兵的编成，使导弹师的数量在2007或2008年前减少到10个以下，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将陆基导弹的服役期至少延长到2015年，腾出资金开发新式导弹。增加常备兵团和部队的数量并以其为基础组编军队集团，到2007年，可能发展到72个常备兵团和部队并按战略方向组建西部、西南、东南和远东4个集团以及一个预备集团，优先发展常备兵力利用军事运输航空兵进行战略投送的能力。加大向合同制过渡的力度，拨出791亿卢布用于这项工作，计划在2004年招募1.57万人，2005年招募5.45万人，2006年招募2.68万人，2007年招募5.06万人。与之相配套，从2008年开始，将义务兵服役期缩短至1年；加大训练投入，2004年计划将用于训练的经费定为占所有经费的16%。与2000年相比，到2005年人均训练费要增加1.3倍，到2010年要增加2倍。完成武器装备现代化计划，在2010年前使现代化武器的比重达到35%，在2015年前达到40%～45%，到2025年前使装备研制、采购、改造和修理费达到国防费的50%～60%。上述投资中的80%要用于一般任务力量武器装备的发展。建立联勤体制，在2006年前完成向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跨部门（联合）技术和后勤保障体制过渡。深化军事教育改革，2005年前建立为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培养军事专业干部的跨部门联合体制，2006～2010年，形成由高等军事院校和按合同为军队培养军官的地方高校组成的军官培训机构、以地方高校军事教研室为主的预备役军官培训机构，以及由补充职业教育机构组成的军官再培训机构组成的新的军事教育体系。

二 国防体制

俄罗斯国防体制包括：国防领导与决策体制、武装力量领导指挥体制、军种和兵种领导指挥体制、军区（舰队）指挥体制。

（一）国防领导与决策体制

俄罗斯国防领导与决策体制包括：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和安全会议。

总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安全与国防问题的最高决策者。1992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对国家安全保障机关实施总体领导。他负责与联邦会议共同确定对外安全保障战略；监督和协调国家安全保障机关的活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保障安全的决定。1993年底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1998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国防法》对总统在安全和国防领域里的权力和职责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它包括战略决策、国家军事组织建设、战争动员和军事力量使用等方面的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

联邦会议是俄罗斯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在国家安全与国防领域享有一定的立法、调节和最高批准权。《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负责批准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实行战时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能否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动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成立各种委员会，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问题举行议会听证会。联邦委员会设有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国家杜马设有安全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负责审议与国家安全和国防有关的各种问题，监督执行权力机关在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里的活动，提出有关国家安全、国防与军队建设的议案，并通过协商参与联邦安全会议有关跨部门委员会的工作。

联邦政府是国家最高执行权力机关，负责落实经过批准的国家安全与国防领域的命令、纲要和计划。联邦政府在国防领域的职责是：落实国防保障措施；领导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在国防方面的活动；拟定联邦预算中国防开支的建议；根据国防订货向武装力量、其他军队、军事单位及机关提供武器装备、物资、能源及公用设备；制定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规划；制定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国家经济转入战时体制的计划，以及建立国家储备和动员储备计划；根据国防需要组织制定战场建设计划；领导交通部门的动员准备工作；确定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动员任务；监督各种所有制形式团体建立、保持和发展动员能力的情况；规定公民兵役登记、役前训练和军事集训方法；确定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文职人员的编制员额；领导民防工作，制定民防总体规划，等等。

安全会议是宪法机关，是辅助总统进行安全与国防决策的机关。1992年6月3日颁布的《关于成立安全会议》的第547号总统令规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负责“保障总统履行在管理国家、制定安全领域的内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维护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捍卫人权和公民自由等领域里的职责”。联邦安全会议由安全会议主席、秘书、常委和委员组成。主席由总统兼任，常委由总理、安全会议秘书、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兼任。安全会议委员由总统任命，构成不固定，通常由联邦政府有关各部和总局的领导人，以及总统任命的其他领导人兼任。根据会议议题，安全会议还可吸收其他人员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会议。在审议联邦主体的安全保障问题时，应吸收相应主体的全权代表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参加。安全会议根据其基本任务设有12个跨部门委员会和一个科学委员会，作为其基本的工作机关和起草俄罗斯联邦总统决议草案的主要工具。12个跨部门委员会是：独联体问题跨部门委员会、宪法安全跨部门委员会、军事安全跨部门委员会、社会安全与打击犯罪和反腐败跨部门委员会、国防工业安全跨部门委员会、经济领域安全跨部门委员会、边境政策跨部门委员会、信息安全跨部门委员会、国际安全跨部门委员会、生态安全跨部门委员会、居民保健跨部门委员会、动员准备与动员跨部门委员会。科学委员会主要由来自军队和地方的著名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和科研组织者组成，目前共有62名成员。

（二）武装力量领导指挥体制

武装力量领导指挥体制包括：国防部和总参谋部。

国防部是在国防领域执行国家政策和进行国家管理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是中央军事指挥机关，职能是：参与拟定关于联邦军事政策和军事学说问题的建议，以及总统向联邦议会提交的年度国防问题报告草案；制定武装力量建设构想，根据国防需要协调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构想；为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与动员准备提供全面的保障；制定武器装备发展的国家计划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的国家计划，提出国家国防订货建议；就联邦预算草案中的国防开支、国防部对拨款的使用办法拟定建议并提交联邦政府；协调国防工作并为其拨款；组织国防科研工作，根据合同约定国防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并为其拨款；组织武装力量的技术、后勤、卫生和财务保障；协调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在国防领域的活动；协调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武器装备订货工作，以实现武器装备的通用化；参与制定公民役前义务训练的国家标准，并与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共同组织实施公民役前训练；与外国军事部门进行合作，参与实施与外国和国际组织的军事合作与军事技术合作等。国防部机关由总局、中央局、局和编入其结构的其他部门组成，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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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国防部机关系统

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是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和武装力量基本的作战指挥机关。其职能是：就国家防务准备的基本问题，联邦军事学说，武装力量结构、编成、人数、部署与任务提出建议；制定武装力量建设计划，协调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建设与发展计划；协调拟定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人数的建议；协调拟定编成内有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人数的建议；协调制定武装力量使用计划，武装力量动员计划和联邦领土为防务需求而进行的战场建设计划；组织武装力量与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在执行国防任务时保持协同，并参与完成国家安全领域的任务；组织采取保持武装力量战斗准备和动员准备的措施，并对其状况，以及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动员准备状况实施监督；组织武装力量的战役保障，以及对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实施动员及战略展开的保障；批准和执行武装力量军事指挥机关、兵团、部队和组织的编制与编制表；协调联邦各部和其他执行权力机关为其编成内的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所制定编制与编制表，并与其一起落实这些编制和编制表；向国防部长提出在武装力量各军兵种、武装力量后勤、武装力量建筑与营房组织与部队、国防部直属部队之间分配既定编制人数的建议；起草征召公民服兵役和参加军事集训的联邦服兵役公民人数的建议，并在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之间分配其员额；确定征召公民服兵役、参加军事集训以及动员征召应征总人数中的数量标准；领导武装力量的战役训练和动员训练，协调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战役训练与动员训练；协调兵役登记、公民役前训练和征召其服兵役与参加军事集训等措施的实施；组织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情报活动；确定武装力量对武器装备、弹药和其他物资的需要量，制定武装力量动员展开的物资保障计划；协调武器装备发展方针、联邦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国家国防订货和联邦经济动员计划的制定工作；参与制定联邦预算中国防开支的提案；参与国际军事合作的实施；领导武装力量军事科研工作；参与制定民防计划；制定军事登记、应征服兵役、役前训练、军事集训、军事医学鉴定条例草案，以及军事统计专业目录。总参谋部系统结构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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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总参谋部系统

（三）军种和兵种领导指挥体制

俄罗斯武装力量在结构上由陆军、空军、海军3个军种和战略导弹兵、太空兵和空降兵3个兵种组成。各军兵种总司令部（司令部）都是军政、军令合一的指挥机构，除负责本军兵种的建设外，都不同程度地担负着作战指挥职能。

陆军总司令部设有：陆军总局、武装力量战斗训练总局、武装力量导弹兵与炮兵局、武装力量队属防空局、陆军航空兵局、国防部三防兵主任局、国防部工程兵主任局。其中，陆军总局又下辖有作战、情报、动员、通信、军事交通、教育工作等局、处。陆军总司令部负责本军种的状况，及其建设、发展、训练与使用。陆军总司令部担负下列任务：根据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确定的任务组织部队的战斗训练；完善下属兵种和专业兵部队的编成、结构，优化其编制人数；发展军事理论与实践；制定并在部队训练中执行条令、教令和训练法参考材料；改进陆军与其他军种的联合战役战斗训练。

空军总司令部设有：参谋部、后勤参谋部、装备局、战斗训练局、干部局、飞行安全局、机场工程局、教育工作方向局、新闻处、防空导弹兵局、无线电技术兵局、航空兵兵种局，以及独联体统一防空局、最高统帅部第37远程航空兵集团军司令部、最高统帅部第61运输航空兵集团军司令部。空军总司令负责本军种部队的训练、装备、编制、保障、科研和行政管理等各项工作，并在总参谋部的领导下组织作战指挥。其中，远程航空兵集团军和军事运输航空兵集团军由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各军区空防集团军和空军集团军平时组织国土防空作战时由空军总司令部指挥，战时武装力量完成战略展开后各空防集团军和空军集团军编入战区武装力量集团，由总参谋部通过战区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进行指挥。

海军总司令部设有：参谋部、后勤参谋部、装备局、干部局、战斗训练局、舰艇建造局、舰艇修理局、工程管理局、技术管理局、水文地理局、搜索救援局、导航与海洋学局、教育工作局、军事教育方向局、建筑与营房局、财务经济局，以及海军航空兵局、岸防兵局等机构。海军部队独立遂行作战任务时由海军总司令通过海军舰队（独立区舰队）指挥。

战略导弹兵司令部设有：参谋部、后勤参谋部、装备局、战斗训练局、干部局、工程技术局、通信局、导弹研制局、军事教育局、教育工作局、采购总局、卫生局等部门。战略导弹兵司令负责本兵种部队的管理、训练、装备和各种保障，制定战略导弹兵战斗行动计划并在总参谋部直接领导下指挥战略导弹兵的行动。

太空兵司令部设有：参谋部、装备部、后勤部、采购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研究所、航天试验发射场与测控中心等部门。太空兵司令负责领导本兵种的管理、训练、装备、保障和作战运用。在执行导弹太空防御等作战任务时，在总参谋部的领导下直接指挥本兵种的行动。

空降兵司令部设有：参谋部、后勤参谋部、战斗训练局、装备局、维和行动局、干部局、教育工作方向局等部门。空降兵司令负责本兵种的训练、装备、保障、行政管理等各项工作。在执行作战任务时空降兵与空军第61军事运输航空兵集团军编组使用，由总参谋部协调指挥。

（四）军区和舰队指挥体制

军区是俄罗斯联邦基本的军事行政单位、武装力量地区性合成战役战略军团，军区领率机关是相应战略方向上的战役战略司令部。国防部长对军区实施领导，总参谋部根据国防部长的决定对军区实施作战指挥，国防部副部长就其权限内的问题向军区下达训令和指示，陆军总司令根据国防部长的决定就其权限内的问题对军区实施指挥。军区司令接受国防部长指挥，并在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权限内的问题上接受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的指挥。军区司令部一般设有：参谋部、后勤参谋部、装备局、战斗训练局、队属防空局、陆军航空兵局、导弹兵与炮兵局、干部局、教育工作局、军事教育局、军事建筑局、营房管理局、财政经济局、卫生勤务局、军事检察院、新闻中心等机构。军区参谋部是军区的作战指挥机关，一般设有：作战局、情报局、组织动员局、通信局、无线电电子斗争局、机要保密局（第8局）、军务与兵役安全局、测绘局、三防兵主任局、工程兵主任局、专业勤务局等部门。

舰队是海军的战役战略军团，一般下辖有分舰队、区舰队、舰队航空兵、海军步兵等机动作战力量，以及海军基地和海岸防御部队等区域性作战力量。战时，参加合成军队作战时，接受所在战区的统一指挥。舰队司令部一般设有：参谋部、后勤参谋部、装备局、战斗训练局、干部局、军事建筑局、营房管理局、军事教育局、教育工作局、舰船修理局、技术局、军事检察院，以及作为兵种领导机关的舰队防空兵局、舰队航空兵局、岸防兵局等部门。

三 军事预算

国家的全部军费开支，一般分为直接军费开支和间接军费开支两大部分。军事预算指的是国家官方承诺的直接军费开支，它只是国家全部军费开支的一部分。俄罗斯军事预算的主体是列在“国防”项目之下的经费预算，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其他开支项目不列入军事预算的范畴。

1.军事预算的分类

自1992年以来，联邦预算主要采用项目分类法。根据2003年度联邦预算法的分类方法，国家军事预算分布在各大预算项目之中。其中，主要部分列在“国防”项目之下。它又细分为下列几项：武装力量建设与维持费；核工业部门的军事计划开支；动员与军外训练保障开支；独联体军事合作开支；国防体育技术组织的维持费。此外，属于军费开支的内容还包括维和行动费、军人退休金、销毁武器装备、经济动员准备，它们通常单列，不作为国防项目的开支。

俄罗斯其他强力部门的开支不列入军事预算，而以护法活动与国家安全保障项目拨款。护法活动与安全保障项目包括：内务机关、内卫军、刑事执行系统、税务警察机关；联邦安全机关、边防机关；海关机关；检察机关；国家消防机关；司法机关的建设与维持开支。民防与紧急情况部的预算也单独编制，它在预防和消除紧急情况与自然灾害后果项目下开支。此外，与动员有关的国家物资储备也不作为军事预算的内容，它在“国家储备补充”项目之下单独编列预算。

2.军事预算及其执行

军事预算只是政府批准用于国防的财政拨款，它并不如实地反映武装力量的实际需求。从实际情况看，在国防部申请的开支与国家批准的军事预算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由于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与武装力量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供需矛盾，武装力量建设无法得到有效的财政经济保障。1994年度国家财政预算只能满足武装力量需求的70%，1995年度下降到50%，1996年度军事预算仅为军方要求的三分之一，1997年度更下降到30%，2000年后军事预算有所增加，但与实际需求之间仍有不小的缺口。国防部认为，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今后还需要不断增加军事预算，以便从根本上扭转武装力量装备和战备状况不断恶化的势头。

表5-2是1992～2000年军事预算的执行情况，由于这一时期是货币贬值最严重的时期，仅从票面价值无法看出其预算资金的实际到位率。

表5-1 俄联邦1992～2004年军事预算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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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俄1992～2000年实际军费开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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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军种与兵种

俄罗斯武装力量分为陆军、海军和空军三个军种和战略导弹兵、太空兵和空降兵三个兵种。除武装力量外，军事组织中还包括其他军队。

一 陆军

陆军是人数最多的军种，由摩托化步兵、坦克兵、导弹兵与炮兵、队属防空兵、陆军航空兵和空降兵等兵种，以及专业兵（侦察、通信、无线电电子斗争、工程、三防、核技术、技术保障、汽车、后方警戒）和后勤部队及后勤机构组成。目前，陆军编制员额约46万人，按战略方向共划分为6个军区：远东军区（远东战略方向）、西伯利亚军区（西伯利亚战略方向）、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中央—亚洲战略方向）、北高加索军区（西南战略方向）、莫斯科军区（西部战略方向）、列宁格勒军区（西北战略方向）。编有7个集团军、2个军、1个驻外军队集群（隶属北高加索军区），共22个摩托化步兵师、7个坦克师、2个炮兵师、2个机炮师，又11个摩托化步兵旅、6个炮兵旅、1个火箭炮旅、11个直升机团，以及直属军区的9个独立导弹旅、12个独立防空导弹旅、2个独立空降或空降强击旅、7个独立特种旅。陆军的主要武器装备有：T-64、T-72、T-80、T-90等各型主战坦克约9300辆，其中最新式的T-90坦克目前已装备了1个坦克师；БМП-1、БМП-2、БМП-3型步兵战车约16000辆车，БТР-60、БТР-70、БТР-80、БТР-90型装甲输送车约2400辆；12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约10000门，各型多管火箭炮约1000门；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约1600部；卡-50、米-24、米-28等型战斗直升机，米-17、米-24B、米-25、米-26等型运输直升机2400余架。

二 海军

海军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海军分为战略核力量和一般任务力量（即常规力量）两部分。其中，战略核力量（弹道导弹核潜艇部队）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的兵种包括：水下兵力、水面兵力、海军航空兵、海岸导弹兵与炮兵、海军陆战队、防空兵等。海军的专业兵部队包括：侦察、海上工程、三防、无线电技术和电子战部队，以及核技术、军械和反潜装备、舰船修理、技术保障、水文地理、后勤等部队和分队。目前，海军的编制员额约22万人，编为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4个舰队，以及1个独立的里海区舰队。此外，俄军在远东地区建有1个东北联合军队集团，在加里宁格勒地区建有1个特别区（西北联合军队集团），这两个诸军种联合军队集团分别由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指挥。目前，4个舰队共辖有4个区舰队、2个分舰队、11个舰队直属和非直属舰艇总队、10个舰队直属舰艇支队；里海区舰队辖有2个舰艇支队。海军航空兵辖有1个导弹航空兵师，14个各种航空兵团、4个直升机团。海军陆战队辖有1个海军陆战师（太平洋舰队）、3个海军陆战旅（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里海区舰队各1个）、1个独立海军陆战团（黑海舰队）、1个独立海军陆战营（黑海舰队）。岸防部队编有5个独立岸防导弹团。海军现役主要武器装备有：大、中型水面舰艇7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级/号，排水量5.5万吨，可载苏-25强击机和苏-27K歼击机48架、卡-25和卡-27直升机12架）1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2艘、护卫舰10艘，潜艇近70艘，其中战略导弹核潜艇19艘。现役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分为“D”级和“台风”级两种基本型号，其中“台风”级潜艇（俄称为941型）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携带20枚P-39（北约称SS-N-20）型固体燃料导弹，其射程达10000公里，每枚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弹头。海军航空兵的主要装备有：可挂载远程巡航导弹的图-22M2轰炸机，苏-25强击机，苏-27和米格-31歼击机，图-142、伊尔-38和贝-12反潜机，米-14、卡-25、卡-27、卡-29等型直升机。各种飞机共800余架。

三 空军

空军是夺取制空权的决定性力量。俄罗斯空军由空中力量和地面防空力量两大部分组成。空军航空兵的兵种包括：轰炸航空兵、歼击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侦察航空兵、军事运输航空兵。其中，轰炸航空兵中的远程航空兵负有双重使命，既可遂行常规轰炸任务，又可携带远程巡航导弹遂行核突击任务，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防空部队的兵种和专业兵包括：防空导弹兵、高射炮兵和雷达兵，以及电子战、三防、通信、浮空、搜索—救援、技术保障、气象等部队和分队。空军现编制员额约19万人，编为8个集团军，包括：1个远程航空兵集团军（最高统帅部第37空军集团军）、1个军事运输航空兵集团军（第61空军集团军）、1个前线航空兵空军集团军、5个前线航空兵和防空导弹兵混编的空防集团军。前线航空兵空军集团军和空防集团军分别部署于各军区，每个军区1个。空军的主要武器装备有：图-160、图-95重型轰炸机、图-22M中型轰炸机220余架，伊尔-76远程运输机270余架，苏-24轻型轰炸机、苏-25强击机600余架，米格-29、米格-31、苏-27系列（各种改进型及苏-30、苏-33等）战斗机约1000架，侦察、预警、加油及各种勤务飞机300余架，C-200、C-300等防空导弹发射装置2500余部。

四 战略导弹兵

战略导弹兵是战略核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略导弹兵由导弹部队和各种专业部队组成。其中专业部队包括：导弹技术部队、核技术部队、工程部队，以及三防、通信、电子战、测绘、气象、警卫、侦察和后勤部队等。目前，战略导弹兵员额约12万人，编为4个集团军，共17个导弹师。其现役的主要战略导弹有2代5种型号：第4代PC-18型（北约称为SS-19）、PC-20型（北约称为SS-18），第5代PC-22型（北约称为SS-24）、PC-12M“白杨”型（北约称为SS-25）、“白杨-M”型（北约称为SS-27）。PC-18、PC-20和PC-22型导弹为多弹头导弹，其中PC-22可携带10枚35万吨级的分导式弹头。导弹部署分为发射井和公路铁路机动两种方式。目前，“白杨”和“白杨-M”均为公路机动部署。目前，处于战斗值班的导弹数量为750余枚，其中最新式的“白杨-M”导弹有20余枚。“白杨”系列导弹目前为单弹头，将来必要时可改装为多弹头。根据《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截至2001年12月5日，战略核力量现役战略导弹的情况为：展开的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和重型轰炸机的总数不超过1600枚（艘、架），其中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不超过154枚；展开的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和重型轰炸机所携带的弹头不超过6000枚（按计算规则），其中展开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潜艇所携带的弹头不超过4900枚，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不超过1540枚，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不超过1100枚。

五 太空兵

太空兵是最年轻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兵种。太空兵现有员额约5万人，其导弹太空防御兵和军事航天力量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在编制上相对独立，分别采用不同的编成。导弹太空防御兵编为1个集团军，下辖反弹道导弹防御师、导弹袭击预警师和太空监视师共3个师。反导导弹防御师辖1个独立指挥测控系统、3个独立雷达枢纽、8个反导导弹发射阵地。所有作战单元均部署在莫斯科周围地区；导弹袭击预警师辖2个太空预警系统，控制与使用若干个预警卫星；太空监视师辖若干个太空监视远程雷达系统。军事航天力量编为1个多用途太空轨道集团，辖1个航天器试验与控制总中心、3个与战略导弹兵和本兵种导弹太空防御兵共用的国家航天试验发射场（第1、2、5国家航天试验发射场）。整个太空兵共编有14个独立雷达枢纽、10个独立指挥与测控综合系统、1个独立测控中心、7个测控站，部署于全国各地、盟国和友好国家。太空兵的主要装备有：“橡皮套鞋”和CH-08反导导弹共100枚，“德涅斯特河-M”和“达里亚尔”远程预警雷达10余部，“天顶”、“宇宙”等侦察和预警卫星，以及“格洛纳斯”导航定位系统等各种用途的人造地球卫星约70余颗。其中，军民共用的“格洛纳斯”导航定位系统是太空兵目前的发展重点。

六 空降兵

空降兵是用于在敌后遂行作战任务以及作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机动兵种。空降兵员额为3.76万人，编为4个空降师、1个独立空降旅、1个独立特种侦察团。空降兵的主要装备有：БМД-1、БМД-2、БМД-3伞兵战车约1400辆；Д-30、2С9自行火炮约400门，各种特种车辆约900辆。

七 其他军队

1.内卫军

内卫军是俄罗斯联邦内务部所属的军队，设有内卫军中央指挥机关——内卫军总司令部，以及作战指挥机关——内卫军参谋部。内卫军总司令（大将军衔）兼任内务部副部长。根据1997年1月2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内卫军法》，内务部部长对内卫军实施直接领导，内卫军总司令兼内务部副部长对内卫军实施作战指挥。内卫军现军人编制员额约18.63万人，文职人员5200人。编为：6个与武装力量军区相一致的内卫军区，若干负责国家政权机关、重要部门等目标警卫任务的内卫师、旅和内卫军区直属内卫团，若干个担负作战任务的摩托化师、旅和团，押解和看守部（分）队，航空兵部（分）队、江河和海上部（分）队，特种部（分）队和侦察部（分）队。内卫军也拥有自己的高等军事教育领导机关和院校。

2.边防军

边防军是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所属的军队。目前在行政上由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边防局领导，在作战上由边防军司令部指挥。边防军目前编制员额约16.5万人，文职人员1.94万人。其基本编成是：与武装力量的军区相一致的边防军区（地区指挥部）、边防总队、边防支队、边防大队、独立边防检查站、海上及江河巡逻部队、航空兵部队，以及工程、技术、通信和后勤部队等。边防军平时由总统通过联邦安全总局和边防局领导，危机时和战时可根据总统授权全部或部分地转隶给武装力量的军区（方面军）司令、舰队司令和集团军（区舰队）司令指挥。

3.民防军

民防军是俄罗斯联邦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所属的军队，是民防工作的骨干力量，其直接上级领导指挥机关是俄罗斯联邦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民防局（全称为民防事务与有效反应局）和民防军司令部。民防军目前的编制员额为2.21万名军人，7800名文职人员。其基本编成是：与武装力量的军区相一致的地区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中心、机械化旅（团）和机械化营。从隶属关系上看，民防军又分为中央直属机动兵团和部队、地区性兵团和部队，以及独立专业营、工程技术营和其他营。其中，独立民防旅是民防军的基本编制单位，既可单独执行任务，也可与武装力量及其他强力部门的部队共同执行任务。

4.铁道兵

铁道兵是俄罗斯联邦铁道兵总局所属的部队。平时，铁道兵由铁道兵司令领导；战时编入方面军的铁道兵兵团和部队，由主管后勤的方面军副司令领导。铁道兵目前编制员额约4.8万人，其基本编成是铁道兵军、独立铁道兵旅、道桥团、养路营、桥梁营、舟桥营、汽车营、铁路修理营和其他专业部（分）队。

5.联邦特种建设部队

联邦特种建设部队现为联邦政府特种建设总局所属的部队。目前特种建设部队的编制员额约1.42万人，文职人员5200人，分属通信设施、核工业设施、道路等建设局。

6.联邦政府通信部队

联邦政府通信部队现为联邦警卫总局所属的部队。截至2003年1月1日，政府通信部队编制员额为3.85万人，文职人员1.49万人。

此外，联邦警卫总局编有军人1.15万人，文职人员3200人，辖有1个总统警卫团、1个空降团和1个机械化步兵旅。

第三节 军事训练与军事教育

一 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的主要类型是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战斗训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武装力量战斗训练总局，该局设在陆军总司令部。战役训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总参谋部作战总局战役训练局。各军兵种和军区参谋部作战局设有战役训练处，负责本军种和本军区战役训练。全军性的重大战役训练活动，由国防部部长、总参谋长或国防部副部长亲自主持。

俄军将当年12月1日至翌年11月30日划为一个训练年度，一个训练年度分为冬季和夏季两个训练期。冬季训练期自12月1日起至翌年4月30日结束，5月份用于考核；夏季训练期自6月1日起至10月31日结束，其中9～10月用于全年的考核和演习，11月用于总结和下一训练年度的准备。

（一）陆军训练

陆军战斗训练的主要课目包括：战术、射击、专业和技术、工程、队列、体育和心理训练，以及各种条令的学习和思想教育等。战斗训练的核心是战术训练。战斗训练的时间分配为：战术占50%，射击占20%，专业和技术占20%，其他科目占10%。其中，夜间训练的科目和时间不少于30%。陆军满编部队的训练时间为每月18个训练日，每日6个训练小时，演习每日的训练小时不作规定；满编部队的新兵每月23个训练日，简编部队每月8个训练日。

人员训练。包括新兵训练、专业兵训练、军士训练和准尉训练。新兵训练在教导部队（训练中心）进行，先进行3～8周的单兵训练，尔后重新编队。有技术专长者进入专业兵分队，其余人员进入普通分队，之后，按各自的训练科目接受训练中心进一步的训练。专业兵训练首先在训练中心进行，之后在作战部队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教导部队的专业兵训练结束后要进行考试，合格者评定技术等级并编入相应部、分队，不合格者改做其他工作。作战部队的专业兵训练定期进行技术考核，合格者可晋升技术等级。军士训练分为在训练中心教导部队的培训和在职训练两部分。经考核录取的军士候选人首先与军方签订服役合同，之后进入训练中心接受培训。训练期限4个月。学员补入部队后，还要再进行10～15天的任职前集训，之后担任班（车、炮）长职务。准尉从现役优秀士兵、军士和预备役军人中选拔，其训练包括准尉学校的培训和在职训练两部分。

分队训练。分队训练是陆军训练的主要环节，以战术训练为主，兼顾其他训练的巩固与提高。分队战术训练主要方法是按照先简后繁、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各种样式的战斗合练。其程序是：理论学习、战术队列作业、战术（专业战术）作业、野外驻训、战斗射击和战术演习。在训练中，广泛采用“按战斗类型训练”的方式，即先演练一种战斗类型，当受训分队的行动达到协调一致时，再转入另一种战斗类型。在完成所有的战术训练科目后，依次实施连、营战术演习，之后参加上级的演习。其他训练，包括射击训练、专业和技术训练、车辆驾驶训练、工程训练、三防训练、消防训练、队列训练等，与战术训练穿插进行。

兵团的部队的合练。主要指团和师（旅）的合同战术训练，通常在更加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目的是提高部队和兵团的合同作战能力，其主要形式是实施本级的战术演习和参加上级组织的演习。合练（演习）通常在训练中心或指定的演习地域进行。

战役训练。是对战役战略级军官、将军和指挥机构进行的训练，也包括指挥员训练、参谋部训练、指挥员和参谋部的合练，以及部队训练等几个组成部分。战役训练的主要方法有：指挥员按个人计划和规定课题自修，完成计划作业，参加定期集训和军事科学会议，到院校进修；组织或参加上级的参谋部练习、兵棋推演、首长参谋部演习、实兵战役演习和大演习。其中，参谋部练习、兵棋推演和首长参谋部演习是战役和战略首长及其参谋部训练的基本样式，实兵战役演习和大演习是对指挥员、指挥机构和部队进行全面训练的最高和最有效的样式。

（二）海军训练

海军部队的战斗训练包括人员的训练、舰艇部队的训练，以及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的训练等。

人员训练。包括：新兵训练、军士训练和准尉训练。海军新兵的基础训练主要在新兵入伍前所在的中学和各类航海学校进行。海军各训练中心（教导部队）主要对新兵进行专业训练。专业训练期限为4～5个月，然后分配到舰艇各部门见习，经考试合格才能独立执行任务。从事较简单工作的岸勤兵，一入伍就分配到使用单位，不进行集中训练。海军军士的基础训练在训练中心进行，训练对象从现役优秀士兵中选拔。训练内容包括共同训练、专业训练和教学法训练。训练期限4～6个月。准尉的基础训练在准尉学校进行，学员从优秀士兵和军士中选拔，学制2年。准尉在任职后，训练方法主要是按计划自修，按规定参加部队的“准尉日”并定期参加准尉集训。

舰艇部队训练。舰艇部队的训练包括单舰、双舰和舰群的训练。整个训练年度分为4个阶段，分别进行岸上和港内的共同科目和专业训练，海上的单舰训练，双舰或同舰种战术群的合练，以及合成编队的协同和对抗训练。单个舰艇的训练和战术群、单一兵种及多兵种编队的合练严格按照教范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实施。每项训练又包含若干科目，每个科目通常都要经过“讲课—操练—测验”和“预备性演习—操练演习—测验演习”这样一个过程。为确保训练的高质量，每个科目还要进一步分解成若干单元，并规定有相应的训练措施、标准和要求。训练的要点是：研究和掌握各种舰艇及舰载武器装备的操作；掌握单个舰艇和舰艇编队与优势之敌进行战斗的方法；掌握舰艇及舰载武器装备的损害管制。训练的基本科目为战术训练、专业训练和共同训练。战术训练的主要内容是训练单个舰艇、舰艇部队、编队掌握以单舰和在多舰种编成内实施海上战斗行动的方法；专业训练包括研究和掌握舰艇及舰载武器装备的操作和战斗使用方法；共同训练包括研究舰艇的一般构造及舰艇损害管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防护，以及船艺训练、轻潜水训练、体育训练、队列训练、射击训练和卫生训练。

海军航空兵部队训练。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训练内容，根据机种和任务的不同，训练科目也不同。导弹航空兵主要训练远近海飞行、空中加油、靶场轰炸、攻击水陆目标和转场；反潜航空兵主要训练单独或协同舰艇搜索和攻击潜艇；侦察航空兵主要训练空中侦察和空中加油；各种舰载飞机除训练所担负的任务外，还要训练舰上起落。根据训练标准，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全年应有70～100个飞行日，月平均6～9个，周平均2～3个。

海军陆战队训练。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作为登陆兵第一梯队渡海登陆，夺占岸上目标，为后续梯队成功登陆创造条件。由于登陆作战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海军陆战队各兵种的训练要比陆军相应兵种的训练更为严格，强度更大。登陆训练是海军陆战队和担负有登陆作战任务的部（分）队的专项训练，目的是使受训者熟练掌握上船（装载）、下船（卸载）和海上行动的本领和技能。根据登陆作战的特点，海军陆战队的战术训练强调在夜间和低能见度条件下的突击上陆训练和夜战训练。

战役训练。俄罗斯海军的战役训练是指对联合编队、区舰队以上级别指挥员、兵种和专业兵首长及其指挥机构进行的训练。海军的战役训练的样式和方法与陆军基本相同，由指挥员训练，参谋部训练，首长、参谋部和部队的共同训练等几个部分组成。训练样式也包括人员自修、参谋部练习、兵棋推演、首长参谋部演习和实兵战役演习和大演习等，并按照计划举行战役法集训。

（三）空军训练

空军的训练分为航空兵的训练和防空部队的训练两大部分。

人员训练。空军的航空兵目前采用新、老飞行员分训的方法进行训练。新飞行员在航校毕业后，首先要在训练中心接受过渡训练，按照所定机种在航空兵训练中心进行定向训练，训练期限10～11个月。分配到部队后，要由飞行团和飞行大队组织其进行针对性训练和提高训练。新飞行员训练阶段持续1～3年，训练结束时，进行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考核，合格者晋升为二级飞行员。新飞行员训练结束后，转入提高训练，目的是使其成为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飞行员。在通常情况下，训练时间不少于一年半，飞行150小时。主要科目是夜间飞行、对地攻击和侦察等。老飞行员的训练以战术训练为主。获得二级飞行员称号的飞行员，再经过2～4年的提高训练和考核，可晋升为一级飞行员。少数飞行员再经过2年以上飞行训练，经考核成绩优秀，可获得空中狙击手称号。

空军的防空导弹和雷达部队均为技术比较密集的兵种和专业兵，因此其新兵通常从接受过役前军事专业训练和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地方青年中招收。新兵入伍后，进入防空训练中心接受严格的训练。新兵在训练中心先要进行1～2个月的基础训练，之后再进行5～6个月的专业训练。训练结束后进行考核，合格者评定专业技术等级（一般为三级），补入作战部队。新兵补入部队后，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任职前培训，之后再进入战斗岗位。

航空兵部队训练。部队训练包括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的重点都是战术训练。飞行训练采用两级训练体制，包括基础训练和战术训练两部分。基础训练科目主要侧重于驾驶技术的训练。战术训练包括对地和对空射击、截击、空战战术、轰炸、侦察、电子对抗、空中加油，以及利用简易跑道起降等科目。战术训练的最高样式是各种战术演习和参加上级组织的演习。根据规定，空军全年的训练时间为10个半月，约90～100个飞行日，每周应安排2～3个飞行日，飞行员全年飞行时间应为180～240小时。在目前情况下，也不应少于100小时。但由于经费短缺、燃料和零备件严重不足，飞行员目前年人均飞行小时仅为30～40小时，每周保证不了1个飞行日。

二 军事教育

截至2003年6月，俄罗斯共有军事院校57所，分校24所，包括：军事学院8所、军事大学10所、军事专科学院39所。此外，在许多地方大学还设有军事教研室，在各地建有军队与地方合办的少年军校和武备中学。

在对军事院校教育的组织领导方面，目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与部门分别管理相结合、以部门领导与管理为主的体制。国防部设有军事教育局，负责对全军的院校实施总的领导。国防部各部门、各军种和独立兵种，以及各军区设有军事教育局，负责对本系统的院校实施具体领导和直接管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由总参谋部直接领导。

从对军官的培训过程看，军事教育体系大体可分为两段三级。两段即新军官（生长军官）的任职前培训阶段和现职军官的进修深造阶段，三级即初、中、高三个军官培训等级。其中，军事专科学院负责初级军官的培训；各军事学院和军事大学主要负责中级军官的晋职前培训和进修。同时为充分发挥自身的雄厚教学科研潜力，某些军事学院和各军事大学还开设有初级军官班，培养一定数量的初级军官，学员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高级军官的晋职前培训和研修，由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实施。

从教学内容的性质上看，军事院校还可分为综合院校、指挥院校、工程技术院校、指挥与工程技术合一的院校、后勤院校和其他专业技术院校。从院校的隶属关系上看，可分为各军兵种的院校、总参谋部直属院校、国防部各部门所属院校等。

军事专科学院。军事专科学院是俄罗斯军事院校的主体，其中大部分由1997年前的高等军事学校升格而来。其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培养初级指挥和专业技术军官。现设有指挥、工程指挥、各种工程技术、飞行、医学和其他专业技术院校。其招生对象为17～21岁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和年龄不超过23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军人。军事专科学院的学制原为5年，现改为4年。学员毕业时，颁发全国统一的“专业人员文凭”，授予中尉军衔，并根据所学专业，分别授予机械、无线电电子、化学等专业的“工程师”职称，到部队担任排长或相应职务。

军事学院。各军兵种的军事学院是本军种或学科领域的最高学府和军事科研及军事技术科研的中心。俄军的军事学院分为两类，第一类只实施中级军官的晋职前培训和军官进修，第二类既实施中级军官的培训，也培养初级军官。第一类军事学院只设指挥系，属于这一类学院的有陆、海、空三军的军事学院（武装力量合成军队学院、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加加林空军学院）和武装力量后勤与运输学院。学制为2年（函授系3年）。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团级指挥与参谋职务。第二类军事学院同时设有两种系别，即指挥系和工程技术系。指挥系负责现役军官的任职前培训和进修，其招收条件、共同课程设置、学制等，与第一类军事学院基本相同。工程技术系开设初级军官班，其招收对象与军事专科学院相同，但学员录取较专科学院严格，录取分数线高于军事专科学院。其学制为5～6年。5年制学员毕业通常获“专业人员文凭”、相应技术职称和中尉军衔，6年制学员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和中尉军衔。

军事大学。军事大学多由1997年前的兵种军事学院和专业技术类军事学院更名而来。目前，大部分兵种和专业技术类军事学院都相继更名为军事大学。其招收对象和条件、科系设置、学制、培训目标等，与第二类军事学院相同。在1997年的改革中，有一些高等军事学校作为分校并入上述军事学院或军事大学。这些分校的情况与军事专科学院基本相同，学制4年。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是俄军最高军事学府，也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俄军的将军全部毕业于该院。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主要招收现役团以上军官，主要任务是培养战役—战略级指挥和参谋人才，以及为各院校和科研部门培养高级专家。学制为1年。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师以上领导职务或高级专家。

第四节 兵役制度

俄罗斯目前实行义务兵役和合同兵役相结合的混合兵役制。

一 义务兵役

俄罗斯联邦公民的兵役义务包括：兵役登记，役前义务训练，应征，服义务兵役，服预备役，服预备役期间军事集训的应征和进行军事集训。

（一）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是对所有应服义务兵役的公民和预备役人员按其居住地进行的专门登记。公民除免除兵役义务者、未掌握军用专业技术的女性公民、服兵役者、内务机关服务人员、剥夺自由的服刑人员、达到预备役最高年龄者、出国定居者外，均应进行兵役登记。区（市）公民兵役登记委员会是负责兵役登记的管理机构。年满17岁的男性公民，应在当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到区（市）兵役登记委员会进行初步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的初步兵役登记在其获得军用专业技术教育之后由区（市）兵役委员会组织实施。

（二）役前义务训练

公民役前义务训练的内容包括：掌握有关国防的初步知识和民防方面的技能；在初、中等教育机构接受服兵役基础培训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按兵役委员会的要求进行士兵军事专业培训，接受医疗诊断和体格检查，采取医疗保健措施。公民役前义务训练可在军事集训过程中进行。

（三）应征

凡已进行或应进行兵役登记、未获免征或缓征权、未服预备役、从高等教育机构毕业后获得军官军衔并编入预备役、年龄在18～27岁的男性公民，均须应征服义务兵役。义务兵实行跨地区征集，即异地征集。

（四）义务兵征集时间及服役期限

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规定，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10月1日至12月31日两次征召公民服义务兵役。对长期居住在农村并直接从事耕作的公民，征召服义务兵役的时间为10月15日至12月31日；对居住在总参谋部列出的北极偏远地区的公民和在教育机构担任教学工作的公民，征召服义务兵役的时间为5月1日至6月30日；授予军官军衔并编入预备役的公民，按总统令规定的期限应征服义务兵役。

义务兵的服役期限为24个月，具有高等学历者的服役期为12个月，预备役军官应征服义务兵役（服役期间担任军官职务）的期限为24个月。

（五）预备役

预备役主要由下列人员组成：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的公民；在地方高等院校的军事教研室按预备役军官训练大纲受过训练的公民；因免征而未服过兵役的公民；因享有缓征权未服过兵役、年满27岁的公民；因其他原因未服兵役的公民；服过选择役的公民；拥有军事专业的女性公民。俄罗斯现有约2000万名预备役人员，其中有240万人在最近的5年里在武装力量中服过兵役。

预备役人员按军衔和年龄分为三类，如表5-3所示。

表5-3 预备役人员军衔、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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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预备役的女性公民均属于第三类，其中，有军官军衔者最高服役年龄为50岁，其余为45岁。

二 合同兵役

（一）公民首次服合同兵役

18～40岁的公民有权申请签订一份服役合同书。申请服合同兵役的公民必须符合具体的军事专业对身体和职业心理的要求。首次服合同兵役的公民签订的服役合同书分别有：申请任士兵、军士职务者签订3年服役合同书；申请任准尉职务者签订5年服役合同书；申请任军官职务者签订5年服役合同书。正在服现役的义务兵可签订期限更短的合同。

（二）现役义务兵服合同兵役

服役不少于12个月的现役义务兵有权申请服合同兵役，志愿者应向上级递交申请报告，同时应提交合同兵役调查表、亲手书写的个人简历、学历证明书副本、婚姻和子女状况证明书副本及其他补充文件。提交的申请报告由部队指挥员指定的部队鉴定委员会进行登记并审查。其审查内容与志愿服合同兵役的公民所接受的审查内容相同。

（三）再次服役合同

下列人员可签订此类合同：在联邦境内服过合同兵役的公民；正在服合同兵役的公民；从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调入国防部服役的军人；根据俄罗斯联邦有关国际条约从其他国家转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服役的军人；暂时中止服役的军人。此类服役合同的期限可以为3年、5年或10年。

（四）超龄服役合同

同超过最高服役年龄的军人可签订超龄服役合同，期限分别为1年、3年和5年，但累计有效期限不得超过10年。此类超期服役的军人年龄不得超过65岁。

（五）短期服役合同

对于编入预备役并表示愿意在紧急状态时期（自然灾害等）按合同服役的公民，可签订为期6个月至1年的短期服役合同。

（六）军校服役合同

军事院校的学员、研究生签订在校学习期间和毕业后服役5年的服役合同书。

（七）合同兵役的激励措施

俄罗斯为吸引公民签订服役合同，规定了许多激励措施，主要有：合同制士兵初级职务工资不得少于法定最低劳动工资额的5倍，合同制军人的军衔工资不得低于职务工资的50%（俄罗斯2003年8月出台的新的改革措施规定，将战斗训练特殊条件补贴提高到每个军人每月3300卢布，驻车臣共和国兵团的军人每月5000卢布。这样，服役第一年的合同制士兵每月可获得大约6000卢布，驻车臣共和国的士兵每月可获得15000卢布）；按法律规定的标准向有家室的合同兵发放租房补偿金；合同制军人在退出现役时，有权选择俄罗斯联邦任何居民点作为长期居住地，甚至可移居国外；合同制军人在服役3年后，可获得一系列补偿，包括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等。

三 选择性民役

2002年7月25日，俄罗斯总统批准了《选择性民役法》。该法自2004年1月1日起生效。

选择性民役是公民从事的、替代义务兵役的、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活动。公民在以下情况有权服选择性民役代替服兵役：服兵役违背其信念或宗教信仰；属于当地少数民族，以传统方式生活，从事传统的经营活动和行业。

公民可在下列组织机构中服选择性民役：在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管辖的组织机构内；在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管辖的机构内；以文职人员身份在联邦武装力量、其他军队和军事组织内。公民通常在其长期居住的联邦主体区域外服选择性民役，当地少数民族公民，通常送到进行传统经营活动的部门和从事传统行业的组织机构服选择性民役。服选择性民役的公民享有与工作性质有关的优惠、保障和补偿。

选择性民役期限是义务兵服役期限的1.75倍，总计42个月，有高等学历者为21个月。在武装力量及其他强力部门服选择性民役的期限是义务兵服役期的1.5倍，总计36个月，有高等学历者为18个月。

四 军衔与职务

在近卫部队、近卫舰艇服役的军人，军衔前冠以“近卫”一词；具有法律、卫生勤务等军事专业的军人，军衔前冠以相应的“军法”、“卫生勤务”等词。服预备役或退休的公民，其军衔前分别冠以“预备役”或“退休”等词。

每一级军衔都有固定的晋衔期限。列兵、海军列兵任期为5个月，下士、中士、上士及海军下士、海军中士、海军上士为3个月，准尉、海军准尉为3年，少尉、海军少尉1年，中尉、上尉及海军中尉、海军上尉为2年，大尉、海军大尉为3年，少校、中校及海军少校、海军中校为4年。将官的军衔可授予其前军衔任期不少于2年和现担任应由将官担任的职务不少于1年的军人。上将（海军上将）和大将（海军大将）军衔的服役任期不作规定。

武装力量及其他军队的军职设置由联邦国防部规定，每一职务都应确定一个与之相应的军衔。被任命担任分队、部队和兵团指挥员的军官，在该职位服役最多不超过5年，且在自其任该职之日起2年内，不得被任命担任高一级军职。

表5-4 俄罗斯武装力量及其他军人的组成

[image: ]


五 军人最高服役年龄

俄罗斯联邦元帅、大将、海军大将、上将、海军上将为60岁；中将、海军中将、少将、海军少将为55岁；上校、海军上校为50岁；拥有其他军衔者为45岁。女军人最高服役年龄为45岁。

六 退役与安置

军人应按以下理由退役：达到服役最高年龄；义务兵役制军人服满兵役法规定的服役期，合同制军人服满所签合同规定的期限；被军人健康鉴定委员会确定为健康状况不适合服役；所任职务的编制军衔为高级准尉或海军高级准尉以下的军人，被军人健康鉴定委员会确定为不完全适合服役；被剥夺军衔；被法庭判处剥夺自由；被军事职业教育机构除名。

合同制军人可按以下原因提前退役：精简整编；转入内务机关、税务警察机关、海关机关；未履行完合同条款（如果因此退役时未服满义务兵役服役期，应转为义务兵役。按合同兵役2个月换算成义务兵役1个月）；被禁止接触国家机密或被剥夺这种权利；被法庭判处剥夺自由。同时，在严重违反涉及军人本人的合同条款，出现家庭困难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时，合同制军人有权提前退役。义务制和合同制军人，如果出现免征或缓征条款规定的情况时，有权提前退役。

军人退役时，应转入预备役，如退役前已达到服预备役最高年龄或健康状况被军人健康鉴定委员会确定为不适合再服役者应退休。

军人在退役和安置工作方面享有如下权利：

（1）除法定理由外，合同制军人在获得领取军龄退休金权利之前，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令其退役；10年以上军龄的军人，若未按法定标准向其本人及其家属提供住房，不得以其达到最高服役年龄、健康状况或减编为由令其退役；被无理退役的合同役军人的全部损失应予补偿，恢复其现役和原职，补发全部薪金、给养和被服、补计军龄和军衔晋升年限。

（2）退役军人应领取一次性补助金，数额根据总服役期确定；义务兵的补助金等于一个法定的最低劳动工资额。

（3）军龄15～20年，退役且无权领取退休金的军人，在退役后5年内每月领取一定的社会补助金。

（4）国家居民就业服役机关根据退役公民的专长优先为其在国家机构中安排工作；退役军人自提出安置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社会就业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团体应根据其专业分配工作；入伍前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军人，退役后3个月内保留回原单位工作的权利；义务兵役制士兵和服义务兵役2年的预备役军官，保留拥有不低于入伍前职务的权利。

（5）国家对因健康原因或减编而退役的军人提供免费职业教育。

（6）对退役和回原单位工作的义务兵役制军人，提供用于置办最低生活用品的物质帮助。

（7）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退役军人享有特殊优待。

（8）从退役公民提出申请起1个月之内，保障其子女进入普通教育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和保健夏令营，不论这些机构的所有制形式如何。

七 兵役委员会

兵役委员会是俄罗斯国防部在各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以及区市（不设区的市）、行政区及与其同级的行政机构中的地区性机构。个别情况下，可在同一区域内的若干个行政机构建立联合兵役委员会。兵役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一同直接参与解决俄罗斯联邦国防领域的问题，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其他军队和军事组织征召和运输兵员提供人力和交通资源。

兵役委员会纳入所在地军区的编成。兵役委员会人员不计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编制总额。

联邦主体的兵役委员会主任通常为少将军衔。兵役委员会设有主任1名、副主任数名，通常下设5个科：动员补充科，负责为动员时新组建的部队登记、注册和补充预备役兵员；征召科，负责役龄青年的登记和每年两次的征召义务兵的工作；预备役军官登记科，负责退役军官的预备役登记与管理；预备役准尉、军士和士兵登记科，负责退役士兵、军士和准尉的预备役登记与管理工作；财务科，负责为参加预备役集训的公民提供补助费，以及为兵役工作提供财务保障。有些兵役委员会还设有普通军事教育科，负责公民的国防教育和役前军事训练。每个科的科长一般为上校。区兵役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也大致如此，但级别低一等。主任通常为上校，每个科的科长一般为中校，区兵役委员会在平时编制有11名军官，战时可有21名军官。

截至2001年3月，俄罗斯联邦领土上共有2404个兵役委员会，其中有80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兵役委员会，2324个区、市兵役委员会。根据总参谋部确定的组织编制结构进行军人和文职人员补充。所有兵役委员会的编制限额总共是1.83万名军人和5.5万名文职人员，实际补充率为军人95%、文职人员98%。按规定，俄罗斯征兵机构需要建立80个集训点和2324个征兵站，但实际上只拥有71个集训点和1758个征兵站（分别占需要量的89%和76%）。

第五节 军事工业与军品贸易

军事工业，俄罗斯通常称为“军工综合体”或“国防工业综合体”。按俄罗斯的解释，军工综合体一般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实体组织，即各种法律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军工综合体组织，包括生产、科研—生产、科学研究、规划设计、试验和其他组织、企业和机构；二是管理体系，即负责直接协调和控制下属军工综合体组织以及对之进行管理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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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解释，管理体系、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都包括在军工综合体的概念之内。

军品贸易，俄罗斯称为“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它既是军用产品的进出口活动，也涉及军用产品的研制、生产、现代化改造和处理；既是国防领域和军事经济领域的活动，也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的活动，是俄罗斯实现其军事政治利益的工具。

军事工业（包括国防科研）与军品贸易在领导、管理与实施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 管理体制

俄罗斯对军工军贸实行垂直管理，按管理对象可分为军工管理和军贸管理两大体系，但这两大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难以截然分开。按管理职能，可分为宏观政策、军事技术合作、国有资产管理、预算编制、国防订货、联邦专项纲要、改革与转产、投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关系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按管理层级，分为总统决策层、总理领导层、执行权力机关层和军工军贸主体四级。

（一）总统决策层

总统是军工和军贸问题的最高领导人和最终决策人。联邦安全会议和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是辅助总统决策的重要机构。

安全会议是准备总统有关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不受内部和外部威胁、在保障安全领域实施统一国家政策的决策的宪法机构。在国防工业管理的决策方面，安全会议主要依托下属的两个跨部门委员会工作：军事安全跨部门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安全跨部门委员会。

军事安全跨部门委员会共有11项职能，其中，有4项涉及国防工业问题。根据该委员会的条例，其职能的第五项是，为联邦安全会议和总统起草有关明确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的任务，改进它们的结构，优化编成和人数的建议，以及制定并执行军事经济和军事技术政策的建议；第六项是，为联邦安全会议和总统起草有关制定联邦预算草案中涉及确定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实施国家武器纲要和国防订货的部分的建议；第七项是，按规定的程序审查有关保障军事安全问题的联邦专项纲要、实施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的最重要纲要的草案，评估其有效性，并起草给联邦安全会议和总统的相应建议；第八项是，为安全会议起草有关完善集体安全体系、明确维和活动的任务、削减和限制武装力量、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俄联邦与外国军事（军事政治）和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建议。

国防工业安全跨部门委员会的12项职能均与国防工业有关。分别是：（1）发现危险的来源并评估对国防工业潜力的内部和外部威胁；（2）预测影响国防工业潜力状况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3）制定保障国防工业安全的措施；（4）就联邦和地区一级发展国防工业潜力，包括增强动员能力和实施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结构改造、对其设施进行私有化（私营化）、企业破产、组建一体化机构、根据保障国防工业安全的需要组织转产和多种经营等问题起草建议；（5）制定在保障国防工业安全领域的国家政策方向；（6）就制定并实行保障国防工业安全的国家政策的战略方针起草给安全会议的建议；（7）在制定国家工艺基础、关键基础工艺和两用工艺时，在实现国家出口潜力时找出优先方向；（8）分析国家武器纲要的实施进程和国防订货的完成过程；（9）审查为保障防务领域中的国家需求而完善科学干部和专门干部培养体系的建议；⑽审查旨在保障俄联邦国防工业安全和发展国家国防工业潜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草案的起草建议；（11）受安全会议委托，对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构就国防工业安全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专家鉴定；（12）参与准备总统年度咨文和安全会议秘书向总统提交的关于保障国防工业安全的措施的报告的资料。

对外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委员会是一个咨议和咨询机构，负责为国家元首制定有关俄罗斯联邦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建议。根据2000年12月1日《俄联邦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总统令由原“总统下属俄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12月7日，同时撤销了俄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跨部门协调会议）改名而来。根据2001年5月21日的总统令，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成员有：总统（委员会主席），总理（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军工的副总理（委员会秘书）、负责军事技术合作的国防部副部长（委员会副秘书）、安全会议秘书、总统办公厅主任、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联邦安全总局局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对外政策局局长。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1）为总统起草制定并实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建议；（2）为总统起草有关完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联邦法律的建议；（3）分析并预测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内的情况，以保障俄联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4）按规定的程序研究有关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联邦专项纲要草案；（5）研究军事技术领域出现的问题并准备解决问题的建议；（6）就制定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草案起草建议；（7）起草旨在提高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进行协调、监督和解决其他国家调节任务的活动效率的建议；（8）研究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在组织和实施军事技术合作时产生的分歧，以及制定解决分歧的建议。

总的来说，在总统决策机制中，缺少专门的军工问题领导与协调机构。因此，从2001年10月起，就有人提出成立总统下属的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的建议。在2004年3月9日的政府改组之后，有人又提出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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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理领导与协调层

政府总理是国防工业的直接领导人。过去，曾设有主管军工军贸的副总理协助其工作，在2004年3月的政府改组中，这一职位被取消。在辅助决策和协调方面，政府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和“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2002～2006年）”联邦专项纲要实施委员会分别在基本政策领域和军工改革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另外，政府办公厅所属国防综合体司是总理在军工问题上的办事机构。


联邦政府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
 成立于1999年6月，它是一个常设机构，负责保障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协作并协调它们的活动，以便就实施军事工业问题、国防和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国家政策制定建议。该委员会由总理任主席，负责财政的副总理、安全会议副秘书、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任副主席，一些主要的联邦部如外交部、工业与能源部、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司法部、财政部、科学院等，主要的强力部门如国防部、总参谋部、对外情报总局、安全总局、边防总局、内务部的一把手或副手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有4项基本任务：（1）就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保障领域实施统一的国家政策、发展国防工业综合体和军事技术合作、履行削减和限制军备的国际条约准备建议；（2）就保持和进一步完善国家军工潜力制定建议；（3）组织与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协作，并协调它们的活动；（4）就为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提供平衡的物质技术保障以及为之提供武器装备等问题制定建议。为完成这4项任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1）确定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优先方向；（2）研究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协作问题；（3）审查国家武器纲要、研制武器装备的联邦专项纲要草案，以及有关国防工业综合体及其科学工艺基础的发展、结构改造和转产、联邦国土战场建设的建议；（4）就联邦预算草案，研究并提出与确定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开支相关的建议；（5）研究国防订货草案和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在形成订货时产生的分歧，以及消除分歧的建议；（6）就国防订货框架内为保障未预见的工作而建立的联邦政府储备资金的支出研究并提出建议；（7）就发展军事技术合作、完成削减和限制军备领域的国际条约提出建议，研究武器装备的处理和销毁、出口武器装备、战略材料、两用工艺和产品的监督问题；（8）就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构和国防经济转入战时体制的计划，以及建立国家储备和动员储备中物质财富储备品的计划提出建议；（9）与总统办公厅、安全会议、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会议两院，就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协作；（10）研究总统和政府关于军事工业问题和国防与安全保障决定的完成进程。政府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在制定军工政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称，2001年委员会几乎每月开会，讨论军工改革与资金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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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2002～2006年）联邦专项纲要”实施委员会
 成立于2002年7月。同时撤销了成立于1997年8月的国防工业综合体结构改革跨部门委员会。联邦专项纲要实施委员会负责保障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在实施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和发展纲要措施方面的协调行动，并负责准备该领域的必要资料以供在俄联邦政府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审议。委员会由工业与能源部、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司法部、教育与科学部、财政部的正职或副职领导，以及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国防部军事技术合作总局负责人、国防工业部门工会联合会主席等人组成。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1）根据国防工业部门实施的其他联邦专项纲要，保障协调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实施“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2002～2006年）”联邦专项纲要的活动；（2）就明确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改革方向准备建议，以保障实施国家武器纲要、建立并保持武器装备生产的动员能力、履行国际义务和生产高技术民用产品；（3）保障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在完善规范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改革与发展过程的法律基础方面的有效协作；（4）按政府规定的程序研究组建一体化国防工业综合体机构的草案，以及成立联邦国有企业的草案；（5）就利用联邦预算中为此规定的国家资本投入来保障国防工业部门的结构改造而准备建议；（6）确定利用新工艺对生产能力进行技术改装以及向更新生产设备的先进机制和形式过渡的优先方向；（7）就向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人员提供社会保护、建立统一的干部培训（再培训）体系、使他们能在国防工业部门安心工作而准备建议；（8）准备建议以列入政府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工作计划草案，对准备提交给会议的有关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的材料进行加工。

（三）执行权力机关层

经过2004年3月9日的政府改组，当前在执行权力机关这一层次所形成的军工管理机制是：工业与能源部行使对军工企业与组织的直接行政管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负责编制主要的国防订货、管理军工企业国有资产、对军贸工作实施海关监管；司法部负责保护国防科研的知识产权；财政部负责国防订货的拨款；国防部负责提出需求、管理武器贸易、监督核国防工业。


工业与能源部
 根据总统2004年3月9日的政府改组令成立。原工业与科技部（科技部分职能除外）、能源部、原子能部、俄罗斯弹药署、俄罗斯常规武器署、俄罗斯指挥系统署、俄罗斯造船署被撤销后，采矿与工业监督署、核与放射安全监督署、标准化与计量学国家委员会、建设与住宅公用综合体国家委员会以及俄罗斯航空航天署被改组或改名后，它们在规定领域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职能均交给了工业与能源部。目前，该部除12个职能司外，还辖有3个联邦总局和5个联邦署，分别是：原子监督总局、技术调整与计量学总局、技术监督总局、原子能署、航天署、工业署、建设与住宅公用事业署、能源署。其中，工业署、航天署和原子能署负责行使对军工的直接管理职能。

工业署是在原弹药署、常规武器署、指挥系统署、造船署，以及原航空航天署的航空部分的基础上成立的，设有16个局。除其他工业部门外，工业署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工业、通信器材工业、无线电工业、弹药工业、特种化学和化学裁军工业、常规武器工业领域内行使提供国家服务、进行国家财产管理和法律适用的职能。相关的具体职能有：（1）在贯彻国家工业政策、创新政策和军事技术政策方面实施法律适用职能，对国防工业综合体组织、飞行试验机场进行登记；（2）在本署的活动范围内行使联邦预算资金主要管理人和国防订货主要国家订货人的职能；（3）与其他国家订货人一起，保障完成国家武器纲要和国家订货；（4）在独联体成员国生产协作框架内协调相互提供专用组件和物质资源以制造军用产品的活动；（5）就生产武器、弹药、军事技术装备、备件、组件及其仪器、炸药和生产炸药的废料，以及爆炸设备等专用材料和专用设备的流转问题作出决定；（6）按规定的程序确定哪些军品研制与生产组织参加履行提供军品的外贸合同，并保障协调履行这些外贸合同；（7）研究向隶属于本署的军品研制与生产组织授予军品外贸活动权的问题；（8）对于隶属于本署的组织，以联邦的名义行使对其相应知识活动成果的所有权；（9）保障遂行动员准备、民防、保存动员储备的物质财产、保护构成国家机密和行业机密的消息、组织部门的保卫措施。此外，工业署还被授权对一系列的军品生产活动发放许可证。

航天署是由原航空航天署改组而来。原航空航天署的航空部分如上所述移交给了工业署。航天署设有9个局。

原子能署的前身是原子能部，它接收了原子能部的法律适用、提供国家服务和资产管理的职能。原子能署设有16个局。按照总统令的规定，该署在核国防工业企业的管理方面隶属于国防部。

工业署、航天署和原子能署所管辖的军工企业，基本上是原来5个国防工业署和原子能部所管理的企业，占军工企业的绝大多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对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中的行政管理。


经济发展与贸易部
 该部在2004年3月9日的政府改组中得到了充实。除设有16个职能司外，该部序列中还新增了国家统计总局（由原国家统计委员会改组而来）、海关总局（由原国家海关委员会改组而来）、费率总局（由原联邦能源委员会改组而来，但接收的是撤销的反垄断政策和支持企业活动部以及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确定费率的职能）、国家储备署（由原俄罗斯国家储备署改组而来）、不动产调查署（由原土地调查总局改组而来）和联邦资产管理署（接收被撤销的资产关系部的职能后组建）。因此，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在军工企业管理方面的职能增加了。主要是：（1）组织和协调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编制国防订货草案的活动，对其进行方法和信息保障；对按国防订货所提供国防产品的国家调节和价格登记工作提供保障；汇总编制国防订货。该部原有一个军事纲要与国际裁减军备条约司，负责汇总编制国防订货的主体部分。据称，2003年年底，该司在汇集国防部、专门纲要总局、铁道兵总局、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原子能部、工业与科技部、卫生部和5个国防工业署的建议的基础上，编制了占全部国防订货总量75%以上的2004年国防订货草案，主要涉及武器的研制、采购、修理和处理、化学武器销毁、武器出口与进口、国际裁减军备条约的履行、禁止某些武器研制、生产与使用公约的履行等方面。
 
[16]

 （2）参与制定国防企业破产和金融整顿问题上的国家政策，制定军工综合体结构改造纲要，协调和推行军工综合体全盘改革。（3）代表国家管理军工综合体中的国有资产，包括对联邦财产的管理、处置和非国有化。此项职能由联邦资产管理署行使。（4）对军贸活动进行海关管理。此项职能由海关总局行使。（5）对国家武器纲要、军事建设、护法活动和国家安全进行经济保障，制定对国防和安全需求、国家动员需求实施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国家调节原则、方法和机制，分析原料基地的状况，协调对军事计划实行特种原料和材料保障的工作。此外，经济发展与贸易部还有两项职能与国防有关，这就是：（1）国家经济的动员准备，包括制定战时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原则，对国家经济的动员准备实行组织和方法保障。（2）国家物资储备。


国防部
 国防部是基本的武器装备国家订货人，负责制定武器装备发展的统一军事技术政策。在军工军贸管理方面，国防部负责：提出武装力量的装备订货需求和所有强力部门的通用装备订货需求，管理军贸问题，管理下辖的装备修理机构和企业以及装备论证组织，监督核国防工业企业的活动。在2004年3月的政府改组中，国防部下辖的军工军贸管理机构发生了下列变化：原联邦国防订货国家委员会改为国防订货总局，原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改为军事技术合作总局，增设了联邦技术与出口监督总局。此外，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局和财政经济总局承担的相关职能不变。

国防订货总局。由原联邦国防订货国家委员会改编而来。原联邦国防订货国家委员会根据2003年3月11日的总统令成立，委员会主席兼国防部副部长。根据2003年6月10日总统命令批准《俄联邦国防部下属国防订货国家委员会条例》，国防订货委员会是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负责保障完善编制和分配国防订货的工作，在通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统一和标准化领域推行统一的国家政策，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制定、并在完成国防订货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持和发展防务和科技潜力，使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国防订货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1）协调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编制通用武器装备的国防订货，并监督其履行的活动，向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提交与这些武器装备种类相关的国防订货建议；（2）保障制定并在履行国防订货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持和发展国防潜力和科技潜力，并使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3）保障实施下列订货：为武装力量、其他军队、队伍和机构（含内务机构）研制、生产和提供通用武器装备，进行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以研制指定的武器装备种类和建立新的生产工艺；（4）保障在通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统一和标准化领域执行统一的国家政策；（5）参与就国家武器纲要和与通用武器装备相关的国防订货纲要草案准备建议，参与协调这些草案；（6）与其他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一起参与制定为通用武器装备开发必要的生产工艺基础的纲要和措施，并监督这些纲要和措施的实施进程。估计，除按规定将制定和通过法规文件的职能上交国防部外，国防订货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与任务将由国防订货总局继续执行。

军事技术合作总局。由原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改编而来。原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根据2000年12月1日总统令成立，委员会主席兼国防部副部长。它是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执行总统和政府关于调节和监督军事技术合作领域活动的决定、保障执行在军事技术领域国际条约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是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国家订货人。总统对委员会的活动实施领导，政府和国防部根据自己的权力对委员会的活动实施协调。属于委员会与国防部共同职权范围的问题由国防部长对委员会的活动进行协调。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1）与有关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一起制定巩固俄联邦在世界各地区军事政治地位的统一国家政策，向总统和政府提交相关建议；（2）与有关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一起按照总统确定的方向保障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活动；（3）与其他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一起保障实施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国家政策原则；（4）与其他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一起实施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国家调节和行使这一领域的国家垄断。委员会的决策机构是常务会议，委员会下设跨部门咨询会议。除按规定将制定和通过法规文件的职能上交给国防部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与任务由军事技术合作总局继续执行。

联邦技术与出口监督总局。该局利用原总统下属国家技术委员会的架构改组而来，同时，从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接过了出口监督职能。军品出口的监管问题由该局负责。

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局。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兼国防部副部长负责在武装力量中制定和实行统一的军事技术政策，处理与军工企业与组织相关的全部问题。国防部承担的对核国防工业企业的监管职能由该局行使。隶属于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局的国防部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管理机构有：武器装备使用与修理主任局、汽车装甲坦克总局、汽车道路中央局、武器装备科研与试验设计工作规划局、武器批量生产局、军事技术装备和弹药处理局，对军种总司令部和兵种司令部的部门局，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局负有指导职能。

财政经济总局。该局是在撤销的军事预算和财政保障总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局长同时是国防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副部长。财政经济总局的成立，旨在建立严格、集中的军事财务体系，对国防订货工作进行有节奏的、充分的财务保障。财政经济总局辖有：军事经济分析与专家鉴定局、国防部财务检查勤务局、文职人员劳动和工资局、外汇金融勤务局（原属国际军事合作总局）。


财政部
 财政部负责预算管理和对国防订货的拨款，在投资方面以政府的名义为利用联邦发展预算的资金提供国家担保。


司法部
 司法部负责军用知识成果的法律保护。司法部下属军用、专门和两用知识活动成果法律保护联邦署是这方面的主要职能机构。

二 军工企业与军工生产

对于军工综合体的实体组织的范围，俄罗斯存在着4种理解：一是指参与完成现行国防订货或与其他国家军事技术合作的企业与组织；二是指具有动员任务，即具有生产和研制武器装备潜在能力的企业和组织；三是指具有武器装备生产或研制许可证的企业和组织；四是指处于具体联邦权力机关管辖之下（指国有企业）或联邦权力机关所执行的国家统一政策与之相关（指股份公司）的企业和组织。概念不同，纳入军工综合体系统的企业数量也有很大差异。若以参与完成国防订货为标准，则相关的企业有4000～6000个之多；而若以具有动员任务为标准，则相关企业还要多出好几倍，而这些动员任务往往是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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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第四种理解为依据，即把原属俄罗斯5个国防工业署（航空航天署、常规武器署、弹药署、造船署、指挥系统署），以及原工业与科技部所属的企业与组织作为统计的主体，这些企业与组织现在均属于工业与能源部的工业署和航天署管理。工业与能源部的原子能署（原原子能部）所管辖的核国防工业企业和组织，以及国防部所管辖的以修理和装备论证为业务的企业和科研组织，因统计上的困难没有列入。

按照工业部门的分类，军工企业分布在8个部门中：航空工业、火箭—航天工业、武器工业、弹药和特种化学工业、造船工业、无线电工业、电子工业、通信器材工业。

（一）企业结构与生产状况

根据2002年的统计，到当年12月1日，8个军工部门共有1620家企业（2001年是1636家）。企业在各部门的分布及它们的所有制形式见表5-5。

表5-5 军工企业结构

[image: ]


军工企业的地理分布，按2001年的数据：中央联邦区占47.1%，西北联邦区占14.6%，南方联邦区占6.9%，伏尔加河联邦区占18.1%，乌拉尔联邦区占4.8%，西伯利亚联邦区占6.8%，远东联邦区占1.7%。

按照2001年数据，以武器装备在企业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计算，武器占产品总量75%以上的企业占全部军工企业的15.85%，武器占企业产品总量50%～75%的企业占全部军工企业的14.8%，武器占企业产品总量25%～50%的企业占14.7%，武器占企业产品总量25%以下的企业占30.1%。

2001年，国防工业企业的产品中，55.1%为军品，44.9%为民品。在军品中，17.6%为国防订货，37.5%为出口军品（国防订货中的出口军品未计入）。

在所有军工企业中，各工业部门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近年来，航空工业部门一直是军工行业中的佼佼者，其产品产量在全部军工产品总量中的份额持续上升，2002年上半年已占到全部产量的一半。其中，军品产量所占份额尤其突出。航空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外用户对俄制军用航空产品的需求强烈。在民用产品方面，近年来的产量增长主要得力于航空发动机部门的努力。2001年俄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产品和服务销售比上一年增加了36.5%。武器工业部门近年来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但增长速度比航空工业部门低得多。该部门的特点是，民品产量所占份额超过军品一倍，这说明，武器工业部门对出口的依赖小于航空工业部门。但是，出口对于武器工业部门增加投资起着很大作用。乌拉尔车辆厂在2001～2002年间完成了向印度销售Т-90坦克的第一期订货后，即宣布从自有资金中拿出4.77亿卢布投入现代化改造。造船工业部门对出口依赖性大，生产周期较长，2002年军舰制造部门接到了部分大宗订货，这使得民用舰船的制造也出现了起色。目前看来，该部门具有很大潜力。弹药与特种化学工业部门相比之下困难最多，其军品和民品产量均呈下降趋势，生产设备的平均负荷不超过20%，大部分企业处于破产边缘状态。其原因在于，国防订货量小，军品出口少，所积累的债务妨碍大部分企业转产民品。

（二）财务状况

军工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不佳。据2001年金融整顿与破产总局公布的资料，在所有军工企业中，只有11%属于有支付能力的企业，42%属于第一类无支付能力的企业（债务相当于3～12个月的收入），其余属于第二类无支付能力的企业（只能靠一年以上的贷款来偿还债务），濒临破产的企业有1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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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订货是军工企业和组织赖以生存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实际履行的国防订货曾长期低于计划的国防订货，这一情况2000年以后才得到改善。另外一个情况是国防部长期拖延武器采购经费，这一情况从2003年起有了好转。

三 军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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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是俄罗斯军工领域的主旋律。但是，军工改革又是在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造成的严重财政经济状况下进行的。

从1992年到90年代中期，军事工业同整个国家经济一样，处于危机之中。重要武器装备的生产基本停止或大大减少。开工不足，生产负荷大大低于允许的最低限度。在弹药和特种化学工业，生产能力只利用了3%～7%；在常规武器工业，只用了10%～14%。这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投资下降。基本生产设备的积极部分磨损超过了75%。同时，有1/3基本设备的磨损达到100%。武装力量服役不到5年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比重不超过5%。资金不足，科研和生产干部的老化和质量下降，人员就业不充分，工资低而技能要求高，导致了科研水平的下降。由于财政经济困难，那些有技术联系的生产和科研组织出现了非一体化趋势。由于不能稳定地对国防订货提供资金，为本国武装力量生产武器装备造成了亏损。加上对军工企业中国有资产的管理效率极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从1995年底到1996年初，政府开始采取改革措施，对国防工业进行大规模结构改造。1995年12月，政府批准了《1995～1997年国防工业转产》联邦专项纲要。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兑现对改革措施的财政保障承诺，这一阶段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第二阶段的改革始于1997年6月。根据经济部的建议，制定了新的《1998～2000年国防工业改组与转产》联邦专项纲要（1998年6月24日联邦政府决议批准）。纲要的构想是，加快军工的非国有化，吸引私人投资者（首先是银行信贷资本）的资金，尔后，通过新的所有人对军工管理过程的积极干预，达到更换军工综合体管理者的目的。纲要要求把武器生产企业整合为数十个大型工业联合公司。同时，把将近2000家军工企业减至不超过800家。但是，由于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失去了对改革进行如此大规模投资的金融—银行系统。同时，国家根本拿不出钱来对纲要所规定的结构改造进行资金保障。到2000年，《国防工业改组与转产》联邦专项纲要基本失败。纲要所规定的措施只完成了30%。

第三阶段的改革是从2001年开始的。政府集中工业与科技部、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各国防工业署、联邦国务委员会军工综合体改革纲要制定工作组（以雅罗斯拉夫州州长利西钦为首，成立于2001年3月22日）的力量着手制定军工综合体的改革纲要。2001年1～3月，出台了一系列联邦专项纲要，这些文件规定了军事工业10年内的主要发展方向。在这些纲要中，《2010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参与制定这一纲要的除工业与科技部外，还有国防部、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原子能部、各国防工业署。纲要规定，对国防企业实行大规模的结构改造，最终建立起数量有限、具有完整生产流程的联合公司（控股公司）。按部门产品供货人、武器系统供货人、强力部门等部门供货人这3个方向组建联合公司：第一个方向计划形成12个综合体（飞机、直升机、舰艇、坦克、航天器），第二个方向计划形成13个综合体，第三个方向计划形成11个综合体。用这样的办法向有限的联合公司集中有限的预算资金，避免新增和积累国防订货的债务，重新恢复失去的技术与生产联系。

2001年底前，政府又通过了两个基本文件：《2010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领域俄联邦政策基础》和《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2002～2006年）联邦专项纲要》。这是两个互为补充的文件。联邦专项纲要是具体的计划，明确规定了对军工综合体每一个生产体系的财政拨款数量。政策基础是一般政治文件，阐述了国防部门发展的战略路线。

以2001年10月11日《国防工业综合体改革与发展（2002～2006年）联邦专项纲要》的通过为标志，进入了军工改革的第三阶段。

（一）军工改革的任务

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作为国家经济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军工综合体的可靠而有效的运转，以保障国家对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及军民两用产品的需求。

改革开始阶段的基本任务是：（1）制定对国家军工综合体进行结构改革的构想基础；（2）为军工综合体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规范性法律保障，包括制定必要的规范性法律和立法草案，如规范一体化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以及分布在联邦各主体的军工生产组织的财产、税收和其他关系的草案，确定其组织法律形式；（3）优化军工综合体的编成，办法是减少数量并使其与武器装备的实际产能相符；（4）优化军工综合体的结构，办法是建立具有完整的生产流程、数量有限且自成系统的科学—生产综合体；（5）为军工综合体的工作人员提供社会保障，如内部培训、骨干再培训、建立补充工作岗位等稳定高技能工人的措施。

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4），挑选构成军工综合体“核心”的企业，而后围绕核心企业集中军工生产。2004年前，要使军工企业的数量减少一半。要对国有单一制企业实行股份化，而后使其加入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未加入一体化军工综合体结构的企业要转产（使其脱离军工综合体）或完全撤销。

第二阶段（2005～2006），把专门化部门联合公司整合为更大的多部门联合企业（综合体）。

（二）跨部门一体化

政府把占武器出口额50%以上的航空—导弹工业选为结构改革的试点。从2001年底至2002年初，成立了“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和“战术导弹武器”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同时，还出现了自下而上在商业和生产利益基础上成立一体化机构的过程。2001年，由生产企业发起，成立了“土星”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和“巡航导弹战斗综合体”联合公司。


“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
 2001年10月26日，普京总统签署了在“苏霍伊”航空军事工业综合体（联邦国有单一制企业）基础上成立“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的命令。根据总统令，控股公司分三个阶段成立：第一阶段——对两个批量生产厂（阿穆尔共青城航空生产联合公司和新西伯利亚航空生产联合公司）实行股份化，每一个公司把74.5%的股份交给“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25.5%的股份交给联邦财产基金掌握。“苏霍伊”联合设计局向控股公司注入50.001%的股份。第二阶段——把伊尔库茨克航空生产联合公司和塔甘罗格别利耶夫航空科技综合体中的国家股权由14.7%和38%增至控制性股权，也交给控股公司。第三阶段——控股公司获得对属于国家的“苏霍伊”联合设计局和“苏霍伊”航空军工综合体的控股权的管理权。

随着“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的成立，原来形式上的联合企业将变成紧密的、有共同的工程—财务范围、不仅由统一的技术链而且由统一的财务机制和国家控股权联结在一起的机构。“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的基本任务是，集中现代和未来作战飞机的科研、生产和资金潜力。航空器材的研制将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控股公司领导层的任何变化都由总统做出。

从2002年初起，开始组建“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的实际工作。2003年1月前结束控股公司的组建工作。控股公司的管理机构将是“苏霍伊”航空军工综合体。在完成对“苏霍伊”航空军工综合体的股份化之后，国家将掌握控股公司51%的控股权。


“土星”科研生产联合公司
 2001年7月5日，“雷宾斯克发动机”开放式股份公司和“摇架—土星”开放式股份公司的股东决定组建“土星”科研生产联合公司。俄将通过联合这两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资金资源使国家对于“土星”科研生产联合公司股权达到37%。但是，由于债务问题，公司的组建受到了干扰。


“巡航导弹战斗综合体”联合公司
 “巡航导弹战斗综合体”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24日。建立联合公司的发起者是“机器制造”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列乌托夫市）。有7家军工企业加入该公司：“机器制造”科研生产联合公司（主导企业）、“信号旗”机器制造设计局、“箭”生产联合公司、“花岗石”中央科学研究所、彼尔姆“机器制造者”工厂、“先锋”生产联合公司、机电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研制和生产巡航导弹，包括完成国防订货和军事技术合作的合同和与国外的商业协议。


“战术导弹武器”联合公司
 2002年1月24日，总统普京签署了成立该公司的命令。根据总统令，“星—箭”国营科研生产中心改为“战术导弹武器”联合公司，100%股权为联邦所有。新公司包括如下企业：“星—箭”国营科研生产联合中心（主导机构）、“自动机”奥姆斯克工厂、“火花”机器制造设计局、乌拉尔“零件”设计局、“红色液压机”工厂、图拉耶夫“联盟”机器制造设计局。所有加入联合公司的国有企业均改制为开放式股份公司，每家企业把74.5%的股份注入“战术导弹武器”联合公司的注册资本，同时，每家企业的25.5%的股份作为联邦资产。图拉耶夫“联盟”机器制造设计局属于联邦所有的20%的股份也注入联合公司的注册资本。“战术导弹武器”联合公司的业务是，为国防部和出口研制、生产、提供升级战术导弹武器。“战术导弹武器”联合公司是在军工改革纲要框架内成立的第一家跨部门机构。与全部由俄罗斯航空航天署企业组成的“苏霍伊”航空控股公司不同，加入“战术导弹武器”联合公司的企业来自不同的国防工业署：俄罗斯航空航天署（“星—箭”国营科研生产联合中心、“火花”机器制造设计局、乌拉尔“零件”设计局）、俄罗斯指挥系统署（鄂木斯克“自动机”工厂）和俄罗斯造船署（“红色液压机”工厂）。

（三）部门内一体化

从2001年上半年起，5个国防工业署在《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与改革（2002～2006年）》联邦专项纲要通过前，就着手制定自己改革下属企业的计划。其目的是掌握主动，争取在改革中获得主导权，控制改革过程，保障自己在新条件下的生存。


俄罗斯航空航天署
 计划在近年内按技术流程组建18个航天联合公司和17个航空联合公司，100%国家所有。目前，正在联合生产发射技术设备和指挥系统的企业，以及生产最终产品的主导企业。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合并进程，这些机构将联合成6～7个大型多部门控股公司，国家股份至少占51%。


俄罗斯常规武器署
 2001年12月底，俄罗斯常规武器署批准成立9个控股公司。将按生产专用器材的方向成立控股公司（科研工业联合公司）：光学，高精度武器，装甲坦克兵器，炮兵，导弹综合体，轻武器和弹药。此外，还要成立4个生产光学电子和新材料的控股公司。常规武器署确定的主导企业是：“仪器制造设计局”，作为“高精度武器”联合公司的主导；“勒热夫机器”开放式股份公司，作为“轻武器与弹药”联合公司的主导；“运输机器科研所”，作为“装甲技术”科研工业联合公司的主导。“装甲技术”联合公司以圣彼得堡、车里雅宾斯克和下塔吉尔的企业为基础建立。“高精度武器”控股公司以位于图拉、科夫罗夫和勒热夫斯克的企业为基础建立。预计到2004年，原常规武器署旗下的企业将组建9个一体化公司。


俄罗斯造船署
 造船署计划组建14个一体化工业控股公司和联合公司。分别是：研制和生产舰用导航器材、通信和船舶运动控制系统的联合公司；研制和生产海军水下武器的联邦科研生产中心；中小吨位舰船建造联合公司；舰用信息系统研制与生产跨部门公司；水声武器生产控股公司；圣彼得堡主要船舶建造厂和设计单位一体化机构；莫斯科仪器制造控股公司等。改革将按阶段进行并在2003年完成。


俄罗斯指挥系统署
 指挥系统署计划组建下列一体化机构：“红霞”康采恩开放式股份公司；“星座”国有股份公司；“卫星通信”国有股份公司；“电子斗争系统与器材”开放式股份公司；“指挥系统”开放式股份公司；“导航技术”开放式股份公司；“雷达”开放式股份公司；“维加”无线电制造开放式股份公司；“航空—远程通信系统”开放式股份公司；“悬崖”雷达康采恩开放式股份公司。经过改组，国有单一制企业的数量计划到2005年前从277家减至50家。2002年初该署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组建10家新控股公司的工作，预计到2010年前还将整合出3～5家跨国控股公司。


俄罗斯弹药署
 2002～2004年，该署计划组建6个机构：“炮兵射击”联合公司；“多管火箭炮和无控航空火箭”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工程弹药”科研生产联合公司；“烟火制造技术与干扰弹药”科研生产联合公司；“航空炸弹与近战兵器”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小口径射击”科研生产联合公司。

（四）军工企业的非国有化

俄罗斯军工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发展并不平衡。弹药和特种化学工业由于经营困难，非国有化程度最低，2002年，生产弹药的企业中只有不到1/4的企业实行了股份化，相应的，国家掌握“金股”（一票否决）的企业也不多，占16.1%。与之相反，航空工业部门由于这些年来的发展一枝独秀，其股份化程度最高，有3/4的企业是股份公司，其中，有50%以上的公司，国家要么不掌握股权，要么掌握的股权少于有表决权的股份。国家握有“金股”的企业不到7%，是俄所有军工部门中最少的。但是，航空工业部门的大多数骨干企业至今仍然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握有控股权，如“苏霍伊”航空军工综合体、“米格”飞机制造公司和“图波列夫”开放式股份公司（无限责任）。在指挥系统署主管的工业部门，股份制企业的比例也不小。在电子工业部门和无线电工业部门，股份制企业的比例仅次于航空工业部门，分别为73.1%和71.5%。在通信器材工业部门，这一比例将近59%。但是，在这些部门，国家通过掌握“金股”而获得了很强的控制力。例如，在电子工业部门，国家对40%以上的企业握有“金股”。在武器工业部门，股份制企业大约占58%，而国家握有“金股”的企业则占到43%，比例是最高的。在造船工业部门，股份制企业的数量超过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比例不到42.7%。但是，国家对这个部门的控制力不强，诸如“波罗的海工厂”、“北方造船厂”、“阿穆尔造船厂”等骨干造船厂均不受国家控制，国家在“波罗的海工厂”虽拥有“金股”，但对局面不发挥重大影响。在火箭—航天工业部门，不到1/4的企业实行了股份化，国家对其中的1/4企业持有“金股”。

鉴于军工部门的特殊性，俄对非国有化进程规定了若干限制。政府规定有一个禁止私有化的战略企业名录。对生产战略性产品的股份公司，俄规定了国家掌握其控股权的机制，并要求国家对重要企业必须握有“金股”。

四 国防科研

（一）军工企业的科学潜力

军工部门是俄罗斯科学潜力的集中领域。但是，科研组织在各工业部门中分布并不平衡。在弹药和特种化学工业部门，只有1/4强的企业可以算作是科研组织。科研组织所占比例最高的是火箭—航天工业部门，它有超过半数的企业为科研组织，其中，诸如科罗廖夫“能源”火箭—航天联合公司、赫鲁尼切夫国家航天科研生产中心、列谢特列夫应用机械科研生产中心等科研组织享有世界声誉。2001年火箭—航天工业部门科研组织和中心的科研产品增长速度超过了其工业企业的产品增长速度（102%比100.3%）。武器工业部门和通信器材工业部门的科研组织所占的比率也不低（见表5-6）。

表5-6 科研组织在全部军工企业中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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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武器发展纲要

俄罗斯先后制定过两个武器发展纲要。

第一个纲要是着眼于1996～2005年的武器发展计划（简称《2005武器纲要》）。《2005武器纲要》规定要更新武装力量80%的武器装备。但是，拨给该纲要的年度资金只有规定金额的23%～25%。到2000年，纲要只完成了不到20%，而按计划应是50%。所以，这个纲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2000年秋，在意识到《2005武器纲要》就要失败的同时，武装力量装备主任局拿出了新的纲要草案。这个草案实际上是一个军品目录。由于国防部的人事变动，新的武器纲要拖到了2002年1月20日才由总统通过。这就是《2010年前武器、军事技术和特种技术装备发展国家纲要》（简称《2010武器纲要》）。这个纲要是国防工业结构改革的基石。

《2010武器纲要》共43卷，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哪些武器装备要批量生产或对之进行现代化改造。第一部分以对现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改造为主要内容，将国家武器纲要大约60%的资金用于现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改造和维持上。

第二部分规定研制哪些新式武器装备和进行哪些有前途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纲要40%的款项将拨给科研与试验设计工作。按规定，到2010年前，将研制成第五代战机、新一代战斗直升机、新一代潜艇和水面舰艇（系列护卫舰以及驱逐舰）、新型步战车和装甲输送车、新型坦克。根据车臣作战的经验，要发展和装备各强力部门的通用武器和通信工具。纲要重视发展智能武器、战斗指挥、通信和侦察系统、与保障核遏制相关的武器系统、单兵装具、指挥和通信以及软件。同时，纲要还规定要统一武器标准，包括统一口径，减少装备系统的数量，生产统一的坦克和多功能歼击机。同时，纲要还指出了用于出口的武器种类。

第三部分规定了哪些武器可以卖给外国。要求利用武器装备出口所得的利润使军队改装计划所需资金增加一倍。纲要还提出吸引外资研制第五代战机。

纲要要求拨款2.1万亿卢布（大约700亿美元），其中一半资金来自“预算外”收入。纲要还规定，每年的拨款数量要根据下一年度联邦预算的情况和预算外资金收入量进行修改和明确。《2010年武器纲要》的目标是，更新50%的武器装备，对其余的武器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

（三）国家科技发展纲要

为了促进国家科技潜力的发展，加强国家对科技开发的领导和资金保障，近年来以联邦专项纲要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发展计划。这些发展计划，对于国防来说，既有基础性意义，也有应用性意义。许多国防科研的基础就隐含在这些科技纲要之中，如《国家技术基础联邦专项纲要（2002～2006年）》、《电子俄罗斯联邦专项纲要（2002～2010年）》、《全球导航系统联邦专项纲要（2002～2011年）》等。

五 军品贸易

（一）军事技术合作原则

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价值优先和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军事技术政策的统一；不得使国家遭受经济损失和降低国家安全水平；遵守统一的国家军品价格形成政策；在军事技术合作的参加方中依贡献大小按比例分配出口军品的利润；合理利用从军事技术合作中获得的收入；保持俄联邦和合作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平衡；不得支持和鼓励国际恐怖主义；遵守俄联邦在军品出口控制领域的国际义务；国家保护军事技术合作主体和军工企业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确立国家对军用产品、工作和服务出口（进口）的垄断。

（二）经纪公司

目前，成立于2000年11月4日的“俄罗斯防务出口”国有单一制企业，是军品出口领域唯一的国家经纪人。“俄罗斯防务出口”公司出口军品的数量占全部武器贸易量的85%～92%。

同时，还赋予以下企业出口自己生产的军品的权利：“米格”飞机制造联合公司（莫斯科市）、“仪器制造设计局”国有单一制企业（图拉市）、“机器制造”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列乌托夫市）、“机器制造设计局”联邦国有单一制企业（科罗姆纳市）、“安泰康采恩”工业公司（该公司的军品外贸权于2002年5月29日到期，不再延期）。

此外，根据2002年12月总统下属的联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委员会会议的原则性决定，还准备陆续赋予一些一体化机构以军品外贸权。目前，具有出口备件、技术服务和军品修理权的企业是：“联邦仪器科研中心”国有单一制企业（莫斯科市）、“红宝石设计局”国有单一制企业（圣彼得堡市）、莫斯科“礼炮”机器制造生产企业（莫斯科市）、“苏霍伊航空军工综合体”国有单一制企业。这些控股公司将直接在国防部军事合作总局的监督下出口自己的产品。

（三）军品出口数量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武器出口曾经占了世界军品出口的35%～40%。1980～1990年，苏联出口了792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0470门火炮、17艘潜艇、2620架作战飞机、1705架直升机、32210枚防空导弹。虽然当时的军品出口并不主要着眼于利润，但整个80年代苏联通过军事技术合作还是挣到了350亿美元。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出口量急剧下降，失去了许多传统市场（中东和东南亚）。1993～1994年，俄军品出口量降到最低点，出口额仅占世界武器出口的4%～7%。从1995年起，军品出口开始回升。从2000年起，随着俄在军贸领域的一系列体制和组织调整的见效，军品出口量在3年内从37亿美元提高到创纪录的56亿美元，增加了50%。

表5-7 1990～2003年俄军品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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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艺、卫生、体育

第一节 教育

一 简史

俄罗斯在接受东正教（公元988年）之前，基本以家庭教育为主，培养农工、手工匠人、武士和术士。公元9世纪下半叶，来自保加利亚的传教士基里尔兄弟在希腊字母基础上创制斯拉夫字母，开始翻译希腊文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从988年到13世纪中叶，俄罗斯基本上创立了初级教育，政府与教会兴办了各类学校。此后，由于蒙古鞑靼人的入侵，教育活动几近中断。

1632年，政府开始兴办学校。17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创办了一批希腊—拉丁文学校。1679年创办了第一所大学——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1714年彼得一世下令设立新式学校。1725年设立圣彼得堡科学院，附设一所大学和一所中学。1755年，学者米·罗蒙诺索夫（1711～1766）倡议设立莫斯科大学。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基本上建立了欧式教育体系。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俄罗斯教育体系包括初等教育、妇女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20世纪初的1916年，俄国有16所综合大学。教育基本面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后代。全国约有70%的男子和90%的女子是文盲。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48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大力扫除文盲，兴办学校。到1934年，苏联实行4年制全民义务教育；1956年起实行7年制义务教育；1959年起实行8年制义务教育；从1976年起全面推行义务中等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末，居民识字率接近100%。苏联时期建成了全国统一、学科门类齐全、水平较高的国民教育体系，基本满足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颁布了《教育法》（1996年1月修订）和《高等职业以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法》（1996年8月），教育机构的法律地位重新界定，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获得了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教育机构的设立采用注册制，除了军事院校和少年犯学校外，国内外组织、机构、个人均可兴办教育机构。政府通过办学许可证和专业课程认证制度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管理。

二 教育体系

俄罗斯教育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涵盖学前教育、普通初等教育、普通基础教育和普通中等（完全）教育4个层次。职业教育则涵盖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大学后续职业教育4个层次。

根据1992年《教育法》，所有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免费接受普通初等和中等教育，考试通过可免费接收高等以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

1.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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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两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到9岁的儿童。除了普通幼儿园之外，另有五类占总数35%的学前教育机构，分别是：（1）开发婴幼儿的智力、艺美和体育能力；（2）实施特殊教育，矫正身心发育缺陷儿童；（3）看护保健；（4）综合性幼儿园；（5）儿童发展中心。1988～1998年的10年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幼儿园入学人数减少54%，保育员和学前教育机构减少31%。到2001年1月1日，全国共有学前教育机构45600个，在校儿童510.5万人，老师58.74万人。

目前，学前教育的主要困难是财政拨款不足，行业工资水平过低；城乡儿童学前教育水平和内容差别较大，乡村地区学前教育机构大幅度减少。另外，由于经济状况不佳，家长支付能力下降，所以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家接受学前教育。

2.普通中等教育

2000～2001年，全国共有54300所普通中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人数1375.2万。近年来，由于学生人数减少，学校数量也在逐年减少（1990年在校学生为2032.8万人）。

2008/2009学年，全国共有1407所（94.82万学生）文科中学和公立高中，以及1021所（62.47万人）专科（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中学。

民族学校有较大的发展。2000年，全国共有3469所民族学校，使用33种民族语言（除俄语之外）授课，在校学生229554人。

2008年年底，普通中等学校教师人数为140.7万，其中女教师比重高达91.8%。教师教育程度逐年提高。截至2008年，有95.9%的中学教师受过高等教育，1/3教师的教龄超过20年，近1/3教师的教龄在15～20年之间，表明教师队伍比较稳定。

俄罗斯普通中等教育保持了高水准。这主要表现在：（1）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情况。2000年，全国有26人参加比赛，24人获得17枚金奖，4枚银奖，3枚铜奖。（2）中等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俄罗斯中学生（8年级）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水平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国际比较研究，1991年有20个国家参加，1995年有41个国家参加，1999年有39个国家参加）。

教材的种类和印数大幅度增加。文科教材的内容有了较大的更新，选修课（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有所增加。开设了一批新课程，如信息学、环境保护、个人安全知识等。

普通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中等教育中道德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形成。（2）近年来，儿童的社会和健康状况恶化。据有关专家的数据，近60%的儿童在入学时有各种体质问题，近20%的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3）学校的物质基础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要求。校舍老化的速度大大超过改建和新建的速度。目前，只有不到50%的校舍设施齐全（其中城市为90%、乡村为30%）。近1/3的校舍没有集中供暖和食堂。（4）地方政府管理的学校财政拨款不足。（5）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许多学生不能掌握课程内容（个别课程有近50%的学生不能掌握所学内容）。

3.课外教育

课外教育体系的任务是将少年儿童德育、智育与人格发展融为一体。2001年初，教育部系统共有10类（分别是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体校、体育俱乐部，以及技术、环境保护、地方志等）8617所课外教育机构（其中乡村地区有1714所）。从1992年起，课外教育体系在不断发展。1990年有630万人参加各类课外活动，1999～2000年间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增加到760万人，也就是全国中小学生的40%。

课外教育机构目前有27万多名教育工作者（包括兼职），其中有近500名社会工作者、1000多名心理专家。

目前，课外教育面临的困难是财政拨款逐年削减，校舍老旧，与工业企业的联系中断，学习的内容陈旧不适应现代的要求。

4.初等职业教育

最近10年，初等职业教育有所恢复和发展，招生人数有所减少（1995年为92.8万人，2000年为84.5万人）。2008年年底初等职业教育机构为2860所（1995年为4166所），学生58.6万人。近年来兴办了一批培养高级技工的职业技校，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专业数量大幅度压缩（从原来的1200个压缩到293个），与中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更为合理。

目前，初等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教师工资偏低，财政拨款不足，工业企业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各个工业门类现有在职高级技工平均年龄为53～57岁，而技校毕业生达到高级技师水平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不少于7年）。

5.中等职业教育

全国22%的人口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2160万人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占全国劳动人口的34%。

2008/2009学年全国有2784所国家和地方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共有280个专业。最近10年，每年有11%的初中毕业生和23%的高中毕业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现有249所非国立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10.8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1990年为227万人，2000年为236.08万人，2008～2009年为224.41万人。

根据市场和居民的需求，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和人文类专业在招生人数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11%增加到了2000年的36%，工业和农业类专业招生规模有所削减（分别从53%减少到37%、从12%减少到5%）。

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学内容不适应个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适应科技密集型生产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缺乏高科技类专业教学所必需的现代化教学基地；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结构和地区分布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和个人的需求等。

6.高等职业教育

苏联时期的高等教育结构单一，只有一个本科层次，大学毕业生一般获得相应专业的职业资格，不授学位。1996年8月颁布的《高等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进行了规范。目前，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分为三个层次：（1）学制4年的本科，授学士学位；（2）学制5年，授相应专业职业资格证书；（3）学制6年，授硕士学位。此外，未完成基本课程学习，但学习满两年并通过考试的学生，可获得大学肄业证书。未完成基本课程学习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大学学习证明。

大学后续职业教育为研究生阶段，即副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制均为3年。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设计）者，获得副博士（Ph.D.）和博士（D.S.， Doctor of Science）学位。

2008/2009学年，全国共有1134所民用高等院校，其中660所国立院校由联邦政府管理，35所国立院校由联邦主体管理，还有12所地方院校、474所非国立院校（其中的205所有国家认证）。各高校在全国兴办了1540所分校，其中410所分校由国立大学兴办，其中半数分校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目前国立和非国立院校在校大学生人数为751.31万人，每10000居民中有529个大学生。这是俄罗斯高等教育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国立院校公费生招生规模从1995年的53.19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58.68万人，与此同时，全日制公费生人数从34.52万人增加到39.02万人（增长了13%）。国立高校按大的专业类别招生比例是：工程类30.6%，经济类27.8%，人文类19.3%，师范类7.2%，自然科学类5.3%，医学类3.1%，农业类4.1%，文化艺术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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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高等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办学自主权包括高等院校在人事、教学科研工作、财务和经营活动等方面的自主权。学术自由指教师自主决定授课方式，自主决定科研选题与研究方法，学生根据自己兴趣爱好获取知识。学术自由的责任是创造自由追求真理、自由陈述和传播真理的条件。

俄罗斯高等学校根据教育层次和专业范围分以下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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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大学（университет）：实施高等职业以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较多，培养研究生，承担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培训进修，开展多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多个学科居领先水平。

（2）专科大学（академия）：实施高等职业以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较多，培养研究生，承担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培训进修，开展多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本学科居领先水平。

（3）专科学院（институт）：实施高等职业以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较多，培养研究生，承担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培训进修，开展多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根据规定，学校的类型应该反映在校名中。军事院校只能由俄罗斯联邦政府设立。

俄罗斯高等院校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全国302个城市拥有高等院校。183所院校（全部院校的1/3）地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心地带和西北部。其中莫斯科地区87所，圣彼得堡地区42所，伏尔加河地区42所。近几年来，创建了200多所非国立高等学校，其中141所经过验收获得办学许可证。获办学许可证的非国立高等学校占全国大学总数的26.3%。其中80%的非国立高等学校集中在莫斯科地区。

按照有关法律，联邦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各自管辖的国立高等院校按照每年确定的公费生招生人数拨款。联邦财政拨款的额度一般不超过财政支出的3%，保证每10000居民中不少于170个学生就学。同时，联邦和地方财政对国立高等院校科研活动的拨款，与办学经费分列计算。若国立大学未能用完本年度财政拨款，则剩余部分自动纳入下一年经费，不减不扣。

目前，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各地区低收入家庭、农村地区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入一流大学；中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与大学入学考试的水平脱节；高等职业教育与劳动市场脱节；大学的教学实验设施老化；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按专业就业的比例很低；原有的毕业生分配制度取消之后，未能建立新的就业制度；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研究机构整合程度较低；高等教育体系缺乏现代经济机制等。

7.特殊教育

2008/2009学年，有187.6万儿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但仅有45%的儿童有机会接受特殊教育。

近年来，在特殊教育领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目前，正在实施一项建立早期发现儿童发育缺陷及其救治体系的计划；新开办了一批特殊教育机构，开发了一批新教材；残障儿童获得职业教育的职业教育机构数量有所增加。

安置孤儿的主要形式是把他们交给家庭（监护、领养、家庭收养等）以及孤儿院。2000年，有60%的孤儿被交给家庭抚养，40%的孩子被送进孤儿院。

三 科研

俄罗斯高校科研能力占全国的50%。在各个大学和教育部所属科研机构有18.32万名教师和1.63万名科研人员，其中2.16万人拥有博士学位，9.64%拥有副博士学位。教育系统集中了全国近40%的博士，超过30%的副博士，近75%的博士研究生，60%的副博士研究生。

高等院校按学科划分，46.6%为工科院校，23.6%为自然和人文学科，22.8%为经济类，5.6%为文化类，1.4%为艺术类院校；师范类占23.6%。

从高级人才的学科分布上看，高等院校集中了37.9%的工科博士和38.6%的工科副博士；14.5%和12.7%的理科博士与副博士；7.1%和8.2%的经济学博士与副博士。

由于财政拨款不足，高校仅有1/4的教学科研人员参与研究工作。根据各种渠道的统计资料，全国高校实际从事科研的人员仅占全国科研人员总数的5%～7%。1999年，高校科研人员获得的专利总数占全国的20%。

近年来，高校系统开展了科技创新活动，已经创立了72个科技园，16个地区创新培训中心，12个区域情报分析中心，10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12个科技产业促进中心，17个科研设备共同利用中心等，以及一大批产品与服务认证中心。

在高校创新活动中，科技密集型产品销售额比财政对科技密集型产品研究生产的拨款额度高出2.5倍。结果是，此类产品的税收收入完全收回了财政的支出。

目前，俄罗斯正在积极开展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整合，目的是以高校为基础创建教学—科研创新实体，而后在这些实体的基础上创立研究型大学。

发展高校科研的基本困难是人员老化和流失到国外。教育部所属院校和科研机构高级科研人员年龄分布表明，仅有2.5%的博士年龄在40岁以下；20.5%的博士年龄在50岁以下；79.5%的博士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45.6%的博士年龄在60岁以上。21%的副博士年龄在40岁以下，50.1%的副博士在50岁以下，49.9%的副博士年龄在50岁以上。

四 国际交流

依照《教育法》，各级各类学校自主开展国际交流。学校可以参加俄罗斯国家与外国的双边与多边学生学者交流项目，与外国机构开展联合研究，举办各种学术会议，招收外国留学生。此外，根据《高等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法》，高校可参加非政府组织，与国外组织机构签订合约，兴办各种机构（中心、实验室、工业园区等），开展外贸业务。

苏联时期，各个大学招收了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苏联解体之后的一个时期，外国留学生人数锐减。90年代末，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又大幅度增加。

2002年10月普京总统批准的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基本政策，将培养外国留学生作为符合俄罗斯长期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2008/2009年，俄罗斯各国立高校接受公派和自费外国（含独联体国家）留学生人数10.28万，其中中国学生在校9000人（招生3100人，毕业2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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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开始由国家办教育的体系向国家—社会办教育的体系转变。《教育法》和《高等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法》规定，境内外各种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和公民均可创设学校。私立学校作为教育服务的一种形式最早产生于1991年初。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就教育层次而言分成三个层次：（1）私立学前教育。此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大多集中在超前的计算机应用常识、外语、宗教文化（宗教音乐、宗教绘画、简明宗教历史等）等上，办学主体为社会团体或国外的基金会或个人，办学场所多依托国立幼儿园的场地和园所。（2）私立普通中等教育，许多中等私立学校的名称，像文科中学（Gymnasium）和公立高中（Iycee）都是沿用十月革命前的叫法，但赋予新的内涵。许多学校由国立教育机构与社会团体或基金会共同体创办，或与高等学校联办。（3）私立高等教育，俄罗斯习惯称非国立高等学校。

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全国部分地区试点的基础上，在2005～2007年以后，从11年制过渡到12年制。其次，在三年试点的基础上，从2005年开始推行国家统一考试，将普通教育（高中）毕业会考与大学升学考试合二为一。

1992年颁布的《教育法》对教育机构的创办、管理、认证等问题都做了规定。教育机构的创办按照一般程序采用注册制，而后向联邦教育管理机构申请开展教育活动的许可证。联邦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鉴定。评审委员会成员由联邦教育管理机关、地方代表权力机关和地方（市）教育管理机关、有影响的教育机构和社会各界代表在人数均等原则下组成。鉴定项目和内容包括：教育机构开展教育活动的场地条件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有关建筑标准和要求，教育机构师生健康保护情况，教学设施、教学装备状况，教师的学历资格等。通过鉴定的教育机构获得办学许可证。许可证一般载明教育机构的地位，所实施教育的层次等。

此外，教育机构还应该获得联邦教育主管机关对专业和课程的认证。《教育法》规定，获得第一次认证的学校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认证。新学校的第一次认证应在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进行，最低条件是毕业生的学年年终成绩良好率不得低于50%。认证的目的，是确认办学机构的教育内容、学生的培养水平和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要求，并根据认证结果决定是否承认或取消对学校的认可。通过认证的专业，方可颁发国家正式文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非国立学校发展较快。到1997/1998学年，私立普通中等学校发展到570所，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有5.05万人。按照地域，私立学校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心地区，如莫斯科及其周围地区。目前，俄罗斯的教育结构中，办学主体仍然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

根据1996年《高等及大学后续职业教育法》，国立大学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之外，可以自行决定招收自费生的规模和学费水平。2000年，自费学生人数占国立大学招生总数的40%。

此外，非国立高等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大约有700多所学校，在校学生近50万人。

传统上，俄罗斯高等院校在招生过程中采用各自单独命题考试的方式。近年来，这种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般认为，各校单独命题招生不利于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教育标准，各地教育教学水平缺乏统一的科学的衡量标准，再者，单独命题招生容易产生腐败。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全面推广被称为“国家统一考试”的将中学毕业考试与大学招生考试合一的国家统考。

第二节 科学技术

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俄罗斯的科学技术经历了学习和赶超西方的历程，并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部分尖端技术接近或赶上工业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科技体系，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大国之一，在基础研究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一 科技管理体制

俄罗斯科研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级为最高决策机构，包括总统（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联邦议会；第二级为联邦政府的科学技术管理机构，包括联邦科技部、经济部、财政部和政府科技政策委员会等；第三级为科研机构，包括科学院、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研究机构等4个系统。

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3月2日，由总统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担任副主席。委员会由28人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向总统通报国内外科技进展情况，提出有关俄罗斯科技政策和优先发展领域的战略性建议。

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2月，由政府总理担任主席。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国家科学和高技术领域技术政策的统一，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探索科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改革道路；保护和开发国家的科学技术潜力。

联邦科技研究归口管理机构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法定程序提出联邦预算中“基础研究和促进科技进步”的预算草案，以及执行对国家科技优先发展领域中有关计划项目的拨款，负责国家对科技领域预算拨款的管理。

二 科研机构

俄罗斯科研机构可划分为以下四大系统：俄罗斯科学院系统、专业部门研究系统、高等院校研究系统和企业系统。

1.俄罗斯联邦科学院

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最高学术机构，主要从事自然、技术和人文等重要学科的基础研究，同时兼顾应用研究和开发，参与、组织和协调由联邦政府财政拨款的其他科研机构和高校承担的基础科研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迄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拥有430多个研究所，12万名工作人员，其中有7000名博士，2.5万名副博士。

俄罗斯科学院的最高机构是院士大会。科学院主席团、分院主席团和学部主席团之下，设有200多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委员会。

俄罗斯科学院下设若干学部，分别是：数学学部，普通物理学和天文学学部，核物理学学部，力学与自动控制过程学部，信息、计算技术和自动化学部，普通化学和技术化学学部，物理化学与无机材料工艺学学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与生理活性化合物化学学部，生理学学部，普通生物学学部，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地质化学学部，海洋学、地理学和大气物理学学部，历史学学部，哲学和法学学部，心理学学部，经济学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等等。

2.联邦部委的研究机构

联邦政府的部分部委也设有部门科学院，如俄罗斯农业科学院、俄罗斯医学科学院、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俄罗斯建筑和设计科学院、俄罗斯艺术科学院，等等，由政府有关的部委实施领导和管理。

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始建于1929年，基本任务是开展农作物生物学、农耕和畜牧、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促进农业生产企业利用科研成果和先进经验，用科学方法指导协调全国各地农业研究所、实验站的活动。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建于1944年，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培养医学和生物科学领域的高级人才。

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建于1934年，其宗旨是促进公民教育的发展，传播教育知识，研究公共教育、教育心理学、专业教育、学龄前教育、学校卫生、中学教育方法问题，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制定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计划，为教育事业培养人才。

3.高校科研

俄罗斯高等院校普遍设立教学科研机构或与生产企业共同组建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其科研人员既从事科研又从事教学，也有一部分专职科研人员，其中具有博士和副博士学位的比重达50%左右。

4.企业科研

在苏联时期，企业科研一直是薄弱环节，绝大多数企业的科研单位规模很小，科研和开发能力较弱。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长期经济危机，大多数企业陷入困境，这一科研系统尚不能发挥更多作用。目前，企业科研正处于改组之中。

三 科技投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间，苏联科技投入从未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991～1995年，俄罗斯科研拨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91年为1.43%，1995年降至0.72%。近年来，俄罗斯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开始回升：1996年和1997年已分别上升为0.86%和1.23%。但是，由于经济危机持续多年，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91年的60%左右，所以，科研经费的实际规模与1991年相比下降相当严重。由于俄罗斯国内对增加科技投入的呼声很高，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俄罗斯《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规定从1998年度起对民用科研和试验开发工作的拨款额应不低于预算开支的4%。

（一）拨款体制

俄罗斯科研机构与用户单位，包括政府各部门之间基本采用合同制。合同的内容一般涉及科技产品的研制、转让和使用以及服务，联合研究的分工、责任以及利润分配等。

从90年代中期起，政府开始把有限资金集中在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和关键技术项目，逐渐建立起国家预算拨款与银行贷款、基金会资助、社会捐助和单位自筹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

政府大大减少了获得国家优惠和财政拨款的科研机构的数目，对所有科研机构进行重新登记，未通过登记手续的，不再享有优惠，也不能获得财政拨款。国家保障对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农业科学院、教育科学院、建筑和设计科学院、艺术科学院、国家科学中心和承接科技优先领域项目的单位、国立高校和重点院校、科技图书馆、博物馆和信息中心提供稳定的国家拨款；政府专项基金用于保障科研和实验设计工作；政府努力创造条件，通过工业企业、银行、国际组织和个人为科研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应用科学主要由工业和银行系统提供资金。

近几年来，俄罗斯科研经费来源实现了多样化，国家拨款所占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以前俄罗斯科研经费的90%以上是靠国家拨款，到1997年这一比重已降为47.2%。一半以上的科研经费来自预算外基金、个人投资或捐赠、国外投资及科研单位自有资金。1997年有11.5%的科研工作量是利用科研单位自有资金完成的。

（二）科学技术基金

俄罗斯科技投入除财政直接拨款外，还设有五种科学技术基金，其中有四种也来自预算资金，一种来自预算外资金。

财政拨款的基金有：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促进科技领域小企业发展基金，联邦生产创新基金。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每年从政府科学经费预算中提取4%，主要用于资助国内外基础研究项目，帮助科研机构改善物质技术条件，支持学者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对学术著作的出版给予补贴，建立和发展远程通信网络和资料库等。其主要宗旨是支持创新的居世界前沿的基础研究工作，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提高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研究水平。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每年从科学经费预算中提取1%，资助人文科学的研究项目及考察活动，向全社会传播人文科学知识、资助学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支持人文科学著作的出版等。

促进科技领域小企业发展基金，也是从政府科学预算中拨出1%，主要是资助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小型项目。

联邦生产创新基金，也是一种财政拨款基金，从国家集中投资额中拨出1.5%，对既是高技术又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

俄罗斯只有一种预算外科学技术基金，即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它是根据原科学、高教和技术政策部的建议批准设立的。这笔基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每季度从部委、公司等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的非预算基金（该基金是从产品或服务成本中抽1.5%而形成的）中抽出25%；二是每季度从科技部所属企事业单位、非部委管辖的企事业单位根据合同抽取的资金。该基金主要用来资助研制高新技术产品、完善和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工艺大项目以及其研发工作。

上述基金主要来自预算内或预算外资金，但都接受国内外单位或个人的捐款或赠款，以及其他合法的资金来源。

各种基金的管理组织是相应的基金会，基金会都有章程，均为非商业性的、自行管理的国家机构，一般都有法人资格，但技术发展基金会未被赋予法人权利，它以科技部的名义运作。

四 科技政策

俄罗斯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强调应把发展科学和技术放在首位，发掘国内的科学技术潜力，大力支持科技和创新活动，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1995年俄总统叶利钦做出了依靠高科技振兴俄罗斯经济的重大战略决策。俄罗斯政府明确提出，要利用科学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大批科研成果，开发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新技术产品，丰富国内市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技术落后的企业注入活力。

（一）俄罗斯的科技立法

1995年以来，俄罗斯加强了科技立法工作。1996年，正式颁布了独立以来的第一部科技政策法规——《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之后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国家支持科学发展和科技开发的决定》、《关于成立联邦发展电子技术基金会的决定》、《关于向俄罗斯联邦主要科学学派提供国家支持的决定》等一系列有关国家科技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还颁布了若干总统纲要。如1995年颁布的《联邦电子技术发展纲要》和《两用技术》总统纲要。

1.联邦《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

1996年8月23日，叶利钦总统签发了俄罗斯第一部科技法《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该法的公布与实施为俄罗斯科学和科学技术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是俄罗斯联邦和联邦各主体所有有关科学技术法律、法规的集中体现。它界定了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基本概念，反映了国家对待科学和科学活动的态度，确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工作目标、方向及活动方式，规定了科研单位的组织原则、法律地位、拨款制度和管理方法，明确了科学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2.俄罗斯科学发展学说

近几年，俄罗斯创立了“俄罗斯科学发展学说”。“学说”强调科学是复兴俄罗斯的最重要的资源，认为科学和科技潜力是决定国家未来的宝贵财富。“学说”肯定了俄罗斯之所以具有世界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俄罗斯科学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学说”指明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学说强调，国家科学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应保障俄罗斯的潜力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

（二）科技政策

俄罗斯国家科技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科技发展及其成果的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提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完成重要的社会任务，保证物质生产领域的结构优化，提高产品竞争力，改善环境，保护国家自然资源，增强国防实力和安全保障，加强科技和教育的相互联系。

1.确立科技优先发展序列

在苏联时期，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电机工业、电子工业、自动化工具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一直被置于优先发展地位。1996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近百名专家鉴定、由20多个部委和主管机构参加的关于俄国家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计划，即“7+1计划”，重新确定了优先发展领域——信息技术和电子、生产工艺、新材料和化工产品、生命系统技术、交通、燃料和能源、生态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除上述7个优先领域外，还有基础研究，它单列为一项，包括从数学分析到艺术学等，也有一个优先领域清单，包括18个领域。上述的基础研究加上7个领域，被称之为“7+1计划”。

2.加速科研生产的一体化

在苏联时期，国家非常重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问题，发展和推行了以下几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组织形式。

（1）生产联合体

生产联合体是将生产同类产品和具有相同生产工艺的一些独立企业联合组成的生产经营基层组织，以实力较强的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它的任务是集中各成员单位的力量全面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生产，提高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加强科研与生产的结合，提高经济效益。其成员单位除生产企业外，有的还包括科研、设计单位，其任务是为本联合体服务，从事生产的技术准备与改进，以及技术开发。生产联合体的规模一般较大，人员在1万～6万人之间。

（2）生产科研联合体

生产科研联合体是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联合组成的组织，由生产单位牵头，主要从事产品的批量生产。其中科研单位负责生产的技术准备、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生产工艺的改进。成员包括科研单位的生产联合体，其实质与生产科研联合体相同，但其区别在于科研人员的比重不同，生产科研联合体中科研人员的比重比生产联合体大。

（3）科研生产联合体

科研生产联合体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一种统一的科研生产经营综合体。一般包括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工艺机构、研制最新机器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试验工厂，以及对样品进行实验性检验工作的试验基地、调试和安装单位。它通常以科研机构或设计机构、工艺机构为主，而不是以生产企业为主。其主要任务是研制在科技水平、技术经济指标方面达到国内优秀科技成果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先进工艺流程。它完成从科研到成果转化的整个周期，并对有关部门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负责。

（4）生产技术联合体

生产技术联合体是为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任务由工业企业同设计单位组成的生产经营联合组织。它组织“设计—试制—生产”过程的工作，保证新产品的设计和批量生产，并使原有产品不断更新。生产规模不能保证达到足够的效率而又不宜改造的小型工业企业，可移交给这样的联合体作为试验基础。这种方式主要在轻工、食品工业部门采用。

（5）教学科研生产综合体

教学科研生产综合体是以高等院校为基础根据合同建立的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组织。其成员除高等院校外，还包括科研、设计、工艺以及企业或生产联合体。它由各成员组织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进行领导。教学科研生产综合体的活动，以成员单位共同制定的、经高教部及有关专业部门批准的章程为准绳，并订出活动计划。计划一般包括吸收学者和高水平的专家参加教学工作，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高等院校的学者、教授则为生产的需要完成具体科研工作，帮助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帮助生产部门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并为基层企业培养专家。

（6）科学技术综合体和国家科学中心

科学技术综合体是为了克服科研与生产脱节，实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而建立的联合组织。科学技术综合体一般以科学院的研究所牵头，有时也吸收专业部门的研究所参加，其中包括工艺设计单位、试验生产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设计、试制并准备生产，统一计划、统一拨款和统一进行物资供应。

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开始赋予国家重点科研机构为国家科学中心的地位，范围涉及物理、化学、航空、航天、核能、造船、生物医学、农业、信息、机械制造、矿山冶金、电子、机器人等十几个重要领域。一批具有独特的实验设备和具有国际公认的科研成果及人才的科研单位取得了国家科学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是效仿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做法建立的，其主要科研费用来自国家拨款。同时，国家科学中心也可以是股份制的实体。目前已有62个国家科学中心自愿组合，成立了国家科学中心联合会，统一协调解决问题。

（7）科研—生产中心

1995年10月俄政府颁布了关于组建科研—生产中心的决定，凡国防、宇航和原子能工作领域从事重要武器、军事和宇航技术及其重要零配件研制生产的企事业单位均可申请成为联邦科研—生产中心，其经费由国家预算拨款。获得科研—生产中心地位的单位属于国家特殊支持的对象。

俄罗斯绝大部分科研和工艺设计工作都是在企业科研机构内完成的。在全国3957家（2007年）科研企业和企业研究所中，有3/5的科研单位是以市场订货为核心的。由于科研成果适销对路，俄罗斯科研产品的订货量也明显增加，1996年和199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6.4%和43.4%。

3.军转民

90年代初期，俄罗斯军工系统拥有650余家科研院所和设计局，在许多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俄国防系统科研部门占有国家科研预算拨款总额的70%左右，几乎承担了由预算拨款的民用研究和开发总工作量的1/2。

1993年俄罗斯制定了在军工企业中推行军转民工作的政策，旨在和平时期利用军事工业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和实验基地等优势开发和研制高科技民品。1995年批准了《两用技术》总统纲要，并把它作为利用高技术促进经济复苏的保障。

俄罗斯近几年在军转民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军工企业富余设备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现代化，对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设备实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产品和科研成果的出口；通过创造条件吸引私人投资。但是，实行军转民以来，由于所需资金缺口很大，规定的资金也多半不能到位，再加上经济危机因素，国内对军事科研和生产部门提出的民品科研和生产订货十分疲软，所以，军转民进程和规模均远未达到政府规定的目标。军转民的总体进程仍很缓慢。

4.知识产权保护

俄罗斯保护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国家科学中心利用国家拨款取得的科研成果属于联邦财产，其知识产权归国家；俄罗斯联邦科技部和地方行政机关拨款资助的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如果科技部和地方行政机关及发明者就此问题没有专门协商，应为俄联邦科技部和地方行政机关所有，俄联邦科技部可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将其工作成果的产权、使用权、持有权和支配权转让给地方管理机关或根据其请示转让给地区从事创新活动的主体；利用基金会资金所取得的科研开发成果的使用问题、产权问题没有硬性的规定，将由基金会与有关法人和自然人协商解决。

五 国际合作

俄罗斯政府重视国际合作，认为加强国际合作是稳定和发展俄罗斯科技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俄罗斯逐步与几十个国家重新签订了政府科技合作协议，同时也加强了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外国公司在科技方面的合作。目前俄罗斯主要是通过双边、多边项目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科技合作。

1.与独联体国家的科技合作

近几年，俄罗斯在推动独联体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加强了其科技联系，目标是建立起独联体国家共同的科技空间。

1995年俄政府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三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俄科学院和塔吉克斯坦科学院也签署了两院合作协定，规定了共同研究开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措施。同年独联体国家的政府首脑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共同科技空间协定》，为制定独联体国家统一的科技政策，确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的重点项目，为解决共同利用重要的、为数不多的实验设施和以大型科研单位为基础组建国际科学中心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2.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方式，一是针对俄罗斯大量科技人员移民及由此引起的核技术外流问题，由各种国际科学基金会、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大量资金援助，以防止高科技人才外流。提供科技援助的主要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二是俄罗斯积极参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及其他国际与区域性组织承担的协作活动。在合作中，国外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基础研究领域和军工综合体的研究与设计制造成果，尤其是在俄具有传统优势的航天航空、火箭技术和制造工艺。此外，西方还对俄军工综合体系中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非常关注，如：图像处理、电脑软件、航空摄影、材料、动力装置、焊接、超导技术、航空等。俄罗斯与合作伙伴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新材料、电信、信息系统、新能源、生物技术、农业和食品生产等。

3.国际大型科技合作项目

1995年以来，俄参加的国际合作大科学项目有：（1）阿尔法计划，参加者有俄、美、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项目总投资为600亿～800亿美元，计划1997年底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发射场向空间发送第一个装置，到2002年空间站全部建成，运行年限为15年。（2）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参加者是俄、美、欧盟和日本。该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热核聚变堆科学研制和工程设计阶段，投入经费12亿美元，1992年开始实施，1998年完成；第二阶段为实验堆工程建设阶段，计划投入经费100亿美元。该计划旨在实际论证获得可控的、自维持的氘—氚等离子体反应的可能性，对工业实际利用热核聚变能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工艺进行全面评价。（3）火星-96计划，这个计划以俄方为主，参加国有美、加、日、欧盟等22个国家，这是一个对火星表面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计划。（4）欧洲大型粒子对撞机计划。

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 文学

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文学同源，起源于10～11世纪之交。初期主要是民间口头创作，如勇士歌、童话歌谣、谚语等。拜占庭、保加利亚文化对书面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早期文学作品用古斯拉夫文和古俄文撰写，往往同宗教、历史等著作融为一体，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内容多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偏重纪实。古代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12世纪末佚名诗人所写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史诗描述了罗斯公国伊戈尔王公征讨草原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的历史事件，在思想和艺术上可以同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媲美。13世纪以后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留下的作品不多，仅有一些反映鞑靼人入侵的作品，如《顿河彼岸之战》等。1480年伊凡三世战胜蒙古鞑靼人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罗斯国家，全国性的文学逐步替代分散的地区性文学，15～16世纪的文学宣扬提高莫斯科地位的思想。16世纪中叶莫斯科开始有了印刷业，第一本有年月可考的书是1564年由伊凡·费多罗夫印成的。17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全国市场形成，国际文化交流逐步展开，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出现了大量描述社会生活，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世俗故事和反对教权的政治讽刺文。18世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文学的发展。30年代在彼得一世改革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苏马罗科夫的悲喜剧、罗蒙诺索夫的颂诗、康捷米尔的讽刺诗、捷尔查文的诗歌，虽然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遵循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罗蒙诺索夫的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的诗体，更适合俄语写作，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8世纪下半期，受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加之阶级矛盾的加剧和普加乔夫起义的震动，文学中兴起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新流派。感伤主义代表作运用流畅的口语，注重描写普通人的细腻感情，对扩大俄国文学题材，发展文学语言作出了贡献。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刺作家是冯维辛（1745～1792）。他在自己的讽刺喜剧《纨绔少年》（1782）中仍然遵循“三一律”，但在内容上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指出农奴制是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还有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的启蒙主义者、贵族革命家。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

19世纪初，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的觉醒，加上西欧浪漫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上升到主导地位。其中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1852）。他的诗歌不涉及社会问题，有迷惘朦胧的神秘色彩，但诗歌语言纯正、优美，对俄国诗歌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早期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和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

从1825年起，至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从萌芽、形成到完全确立的时期。克雷洛夫（1769～1844）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揭露贵族当权者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初步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语言的创始者，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早期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表达了当时的先进青年追求自由的思想。19世纪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以普加乔夫起义为题材的《上尉的女儿》，以“小人物”命运为题材的《驿站长》等小说，表现了同情人民命运的民主思想，显示了作家朴素简洁的创作风格。其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国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第一个典型。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莱蒙托夫继承了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他的诗歌《诗人之死》《童僧》《恶魔》《帆》等表达了贵族革命失败之后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悲愤情绪，塑造了对现实不满而奋起反抗的叛逆性格。他在小说《当代英雄》中描绘了19世纪30年代贵族青年中的“多余的人”的形象。

果戈理（1809～1852）在确立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上起过特殊的作用。他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36）和长篇小说《死魂灵》（1842，第一部）以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没落。

别林斯基（1811～1848）奠定了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的基础，他倡导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派别），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俄国文学的主导倾向。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文章有《给果戈理的一封信》、《论普希金的作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19世纪中叶，尤其是俄国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挫败后，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赫尔岑（1812～1870）。他作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他的主要作品有《谁之罪》（1841～1846）、《偷东西的喜鹊》（1848）等。屠格涅夫（1818～1883）和冈察洛夫（1812～1891）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废除农奴制，他们的代表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屠格涅夫在其《罗亭》（1856）、《前夜》（1860）、《父与子》（1862）等长篇小说中描写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冈察洛夫则以描写外省宗法制农村生活见长，展现了俄国农奴制解体的画卷。他在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中刻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已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获、不求进取的代名词。

涅克拉索夫（1821～1878）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1826～1889）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作家，他们主张以农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其文学创作和办刊活动都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全面描绘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的情景，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情绪。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最出色的讽刺作家。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戈罗夫廖夫一家》，以家庭纪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空虚灵魂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19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促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和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继承了先驱者别林斯基的传统，他们利用《现代人》杂志为基地发表了一系列美学著作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宣传了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针对纯艺术论观点，提出“美是生活”的论断，要求文学成为“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捍卫文学的批判倾向，强调文学在教育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巨大作用。杜勃罗留波夫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什么是奥勃罗莫夫性格》、《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塑造了新型革命者的形象，成为几代青年的教科书。

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作家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的心灵的观察，创作技巧也更加成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对同代和后代西欧作家有重大影响的俄国小说家。他以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小说《穷人》（1846）引起文学界的重视。60年代以后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等长篇小说。作品的基本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强大攻势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描述了城市贫农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们在金钱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显示了作家洞察和刻画人的心理活动的才能。作品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真诚地同情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层人民，热烈向往崇高道德的理想境界，却找不到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把受苦受难当做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希望凭借宗教的力量，在容忍和顺从中寻求解脱。

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1863～1869，1865年开始发表）、《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1876～1877年间发表）和《复活》（1889～1899）。这三部长篇小说分别通过描写历史事件、家庭关系、贵族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展示俄罗斯的生活画卷。19世纪70年代末，托尔斯泰目睹农村的破产，在晚年的作品中反映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透露了作家本人世界观的矛盾，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的专制制度、贵族地主的罪恶，但又宣传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深远的作家，主要创作成就在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他的短篇小说形象鲜明、文笔精练、思想深刻，能收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苦恼》、《万卡》等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变色龙》等作品揭露专制警察制度下忠实奴仆的愚蠢与专横，在《醋栗》、《姚内奇》里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空虚堕落的心灵，《第六病室》、《套中人》等则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戏剧作品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风格朴素而含蓄，具有哲理性，受到剧坛的推崇。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历史的急剧转变，在文学和艺术中普遍产生了颓废现象和形式主义。象征主义诗歌兴起，代表人物为勃洛克（1880～1921）和勃留索夫（1873～1924）。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普列汉诺夫（1856～1918）、沃罗夫斯基（1871～1923）和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高尔基（笔名，真名阿列克赛·别什科夫，1868～1936）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活动。他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品《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赞美了酷爱自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底层》（1902）、《小市民》（1901）等现实主义戏剧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揭露了自私守旧的小市民习气。1901年发表的《海燕之歌》以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歌颂战斗的无产阶级，预告革命暴风雨的来临。1906年的长篇小说《母亲》首次描写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形象。他后期的主要作品有反映资产阶级家庭三代历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描写革命前40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第四部未完成）。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1）、《在人间》（1911～1916年间发表）、《我的大学》（1922）分别于十月革命前后写出，是高尔基文学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描写了作家从社会底层攀上文学高峰、走向革命道路的历程。

十月革命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苏联文学流派繁多，文学斗争错综复杂。1925年联共（布）通过决议，统一党的文艺政策，随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控制日益加强。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解散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和一切文艺派别，建立统一集中领导的各文艺协会的决议。1934年召开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全苏作家协会。此后，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作家、艺术家必须遵循的原则。苏联作家从20年代起写出了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

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铁流》（1924）（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恰巴耶夫》（1923）（富尔曼诺夫，1891～1926）、《毁灭》（法捷耶夫，1927）、《初欢》（费定），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等。

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23年第一部，1934年第二部，1935年完整出版）的作者是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他是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战士，共青团工作者。这部小说是他在负伤瘫痪和双目失明后写出的。小说描写了苏维埃国家第一代共青团员成长的过程，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小说主人公鼓舞了许多国家的进步青年。

《苦难的历程》（1943）三部曲是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代表作。三部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至国内战争时期复杂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出了俄国知识分子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静静的顿河》（1～4卷，1928～1940）的作者肖洛霍夫（1905～1984）熟悉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小说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哥萨克人在动荡年代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小说曾引起争论，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战前实施五年计划期间，一批苏联作家写出了以工厂、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或着意表现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或反映各阶层改造思想的复杂过程，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二部）（1932～1960）揭示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人们心理的变化，反映了农村急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

卫国战争期间，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也出现了一些中篇小说，如《虹》（瓦西列夫斯卡娅）、《不屈的人们》（戈尔巴托夫）、《日日夜夜》（西蒙诺夫）等。战后出现了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真正的人》（波列伏伊）和《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等。

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著名作家并长期担任苏联作协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毁灭》，生动地描写了1919年的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战争的壮丽图画，塑造了游击队领导者的光辉形象，卫国战争后发表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描写克拉斯诺顿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英勇斗争。小说塑造的共青团员形象鲜明生动，富有个性，整部作品充满理想主义激情。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反映经济恢复的题材受到作家的重视，出现了反映战后经济建设的长篇小说《幸福》（巴甫连科）、《茹尔宾一家》（柯切托夫）等。

苏联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人是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他的长诗《弗·伊·列宁》和《好》热情歌颂了党的领袖列宁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著名诗人还有叶赛宁、伊萨科夫斯基、吉洪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这些诗人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得到广泛流传。

战后，官方对文学活动进行了较多的行政干预，例如，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的一系列决议，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影片《灿烂的生活》（第二集）停映，改组《星》杂志编委会，解除吉洪诺夫作协主席职务，将佐琴科、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等。结果是“无冲突论”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作品充斥文坛。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也挫伤了文学工作者创作的积极性。

1954年底，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距1934年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已整整20年。会上有人提出反对“个人迷信”，重新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次大会标志着苏联文学新时期的开端。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国内政策影响深远，也影响到文艺政策和文学创作。苏共中央为在肃反扩大化中及其他场合受到批判的文艺界人士恢复名誉，文艺界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勃洛克、叶赛宁、巴别尔、伊里夫、彼得罗夫、巴格里茨基、奥列沙、维肖雷、梅耶荷德、维列萨耶夫、茨维塔耶娃、马尔登诺夫、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遭迫害的作家被恢复名誉。

爱伦堡（1891～1967）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无论内容还是创作手法，均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这篇小说表现了作家作品主题的时代感和独创性，在苏联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借这个中篇小说而得名的“解冻”文学与以前各时期的文学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即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和写真实。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出现了一批较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这类作品有《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旅途中的战斗》（尼古拉耶娃）、《不单靠面包》（杜金采夫）、《死结》（田德里亚科夫）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罗佐夫的剧本《祝你成功》、阿尔布佐夫的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等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一文学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1957）。这部小说主要描写十月革命前20年到十月革命后10年这30年间的巨大历史变迁，描写了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日瓦格医生的坎坷经历。小说在意大利出版后立即遭到批判，作者因此受到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会籍的处分，后因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为该小说颁发的诺贝尔奖金而恢复了他的会籍。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与上述主流作品相异的作品，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最具代表性。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所谓“第四代”作家，他们大都反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主张不拘一格，宣扬个人主义，明显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作品的主题大都反映苏联当代青年思想混乱、缺乏理想、丧失信念、精神空虚的迷惘心态。如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摩洛哥的橘子》（1963），沃兹涅先斯基的《长诗〈三角梨〉里的三十首抒情离题诗》（1962）等。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最有影响的是肖洛霍夫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普通人带来的悲剧性命运，开拓了表现战争主题的新角度。

60年代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家是亲临战争的“前线的一代”的“士兵作家”。其共同特征是大力描写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在战场上的遭遇及他们真实的感受，多注重细节描写，很有感染力，因而得名“战壕真实派”。此类作品有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等。

著名作家西蒙诺夫（1915～1979）擅长于战争题材的写作，他在苏共二十大后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卫国战争三部曲的前两部《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3～1964），这两部作品和《最后一个夏天》（1971）被称为西蒙诺夫的军事题材三部曲。三部曲描写了从卫国战争开始的第一天直至德国法西斯被彻底击溃的战争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苏联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小说反映的内容既广阔又深刻，提出了许多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了所谓的“集中营文学”。作家索尔仁尼琴（1974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1），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了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其执政期间，继续贯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政治路线。在文艺政策上，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口号，对文艺界严加控制，使之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这个时期，由于苏共关心文艺，帮助作家们进行创作探索，文艺界的思想较为活跃。这个时期的文艺界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的真实，写生活中的美，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界定为“真实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体系”。

6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的突出特点是鸿篇巨制和全景式的。例如西蒙诺夫的军事题材三部曲、恰可夫斯基的《围困》、普罗斯库林的两部曲《命运》和《你的名字》、阿·伊凡诺夫的《永恒的召唤》等。

道德探索主题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类主题的作品多以揭露性为主。这类作品有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李帕托夫的小说《伊格尔·萨沃维奇》，田德里亚科夫、拉斯普京和舒克申的小说以及罗佐夫的戏剧等。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作品借助童话、传说和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扬善惩恶，揭露不道德现象，并阐扬维护生态平衡的主题。

国际关系也是苏联文学中经常涉及的主题。较大的国际题材作品有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岸》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始任苏共总书记，随即开始了改革和“民主化”运动，大批斯大林时期被错杀、错批的作家得到平反，许多过去被禁的书得以出版。文艺工作者揭露矛盾、针砭时弊的作品相继问世。“消除文学史上的空白点”的口号，引导着人们去反思历史。

“维索茨基热”的兴起是改革以来苏联文艺界的重要现象。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是60～70年代在民间风靡一时的诗人、歌手和演员。他写诗，谱曲，自己弹吉他演唱，还演话剧，拍电影。他的诗暴露了生活的种种弊端：谎言、守旧、庸俗、官僚主义和背叛行为，热切期望生活有所改变。其诗歌艺术带有民间口头创作风格，是表达人们印象、情绪、感情的箴言式的作品。他受到民间的爱戴和官方的冷落。

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明显变化是：

其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反思文学盛行。代表作有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弗·杜金采夫的《白衣》、塔·格拉宁的《野牛》、亚·贝克的《新的任命》、维阿斯塔菲耶夫的《悲伤的侦探故事》等。

其二，出版过去被禁止的作品。1988年《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在斯大林时期被镇压、迫害的曼德利斯坦、茨维塔耶娃、沙拉莫夫、布尔加科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得以公开发表。

其三，重新评价流亡作家的作品。1986年7月，出版了1919年移居国外的作家弗·纳博科夫的小说《卢津辩护词》。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世界》杂志1987年第12期刊登了俄裔美国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部分诗作。“苏联文学”的概念得到重新审视，移居国外的苏联人的作品被纳入20世纪苏联文学之中。被重新评价的作家还有客死法国的彼克特尔·涅克拉索夫，出版了流亡作家叶普盖尼娅·金斯布尔克的《阴暗的白昼》、瓦拉姆·沙拉莫夫的《克雷马故事》等作品。

1985年以来发表的小说主要有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拉斯普京的《火灾》、阿斯塔菲耶夫的《忧郁的侦探》、穆什凯季齐的《界限》、贝科夫的《采矿场》和《雾茫茫》、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和《前夜》第3部、格拉宁的《野牛》、莫扎耶夫的《农夫和农妇》第2部等。新剧作主要有沙特罗夫的《良心专政》《布列斯特和约》《继续前进……前进……前进！》，古巴列夫的《石椁》等。新出版的创作于50～70年代的作品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别克的《新的任命》、冈察尔的《大教堂》、杜金采夫的《白衣》、安东诺夫的《瓦西卡》、舒克申的《柳巴文一家》第2部、格拉西莫夫的《深夜叩门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的权力》（长诗）等。新出版的创作于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有扎米亚京的《我们》、皮利尼亚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基坑》《初生海》和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长诗）等。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曾被斥为“颓废派”，认为是文学的堕落，现在则被奉为“白银时代”的标志，认为仅次于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布洛克、别雷、维·伊万诺夫、库兹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格·伊万诺夫、赫列勃尼托夫，以及兼具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特点的扎依采夫、安德列耶夫、列米佐夫。

1986年苏联文坛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是纪念诗人古米廖夫100周年诞辰。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其成名作是诗集《珍珠》（1910），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浪漫之花》《异国的天空》《箭袋》《篝火》《帐篷》，长诗《米克》《一个骑兵的随笔》，悲剧《染毒的法衣》等。1910年当象征派诗人内部出现危机时，以古米廖夫为中心的“诗人行会”组织便打出了新的文学流派——阿克梅派的旗帜。这个流派不仅反对象征主义，也反对未来主义，宣称诗歌要充分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古米廖夫作为阿克梅派的领袖和理论家著有诗论《诗的生命》《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诗歌剖析》等。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著名的女诗人，1964年意大利授予其国际诗歌奖，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给人们留下丰富的文学遗产。她生前编过7部诗集，只有5部出版，许多作品都是她逝世后问世的。其长诗《安魂曲》创作于1935～1940年间，60年代初最后完成，1987年首次全文公开发表。

20世纪90年代初起，俄罗斯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复存在，出版业实现商业化，俄罗斯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老一代作家列昂诺夫、拉斯普金、别洛夫、邦达列夫、索尔仁尼琴、维尼狄克特·耶罗菲耶夫等继续创作。50～7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作家崭露头角，给文学界带来新的创作手法以及对大变革时代的新鲜感受与思考，形成一股新的文学力量。与此同时，出现了如布克奖、凯旋奖等一批影响与规模各异的文学奖项。出版业十分活跃，部分出版机构与传统的文学刊物相互竞争，积极推动文学创作活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每年举办的文学书市，通过各种圆桌会议与研讨会，促进作家与读者的直接交流。网络文学的兴起，也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趋势。大量的电子文库和文学网站，其访客既是读者，亦是作者与评论者，不再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表明新一代文学正在浮现。

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新感伤主义是该阶段俄罗斯文学的基本趋势。

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不丰富，作家着力展示20世纪的悲剧性，呼唤人道，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光明并不总是会赢得胜利。重要作品有列·列昂诺夫（1899～1994）的二卷本长篇小说《金字塔》（1995）、格·弗拉基莫夫（1931～）《将军和他的军队》（获1995年布克文学奖）等。

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从地下状态转为地上，以“另类文学”的面目出现。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奠基人是诗人德·普里戈夫、列·鲁宾斯坦、铁·基比洛夫、伊·日丹诺夫、亚·耶列梅科，作家维尼狄克特·耶罗菲耶夫、符·耶罗菲耶夫、符·索罗金等人。

后现代主义颠覆传统价值，否认“高尚”“低级”“精神”“物质”“灵”与“肉”之区分，认为“世界即文本”。

符拉基米尔·索罗金（1955～）是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1977年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天然气学院。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索罗金在80年代莫斯科的地下文学活动中成为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排队》1985年在巴黎出版。《玛丽娜的第三十个爱人》（1995）的主人公玛丽娜是一个非传统性取向的持不同政见者，遇见了自己第三十个爱人，转变成为模范工作者，小说以大段苏联时期风格的报纸社论结尾。小说《冰》（获2001年布克奖）表现了现代人的宗教探索与追寻。其他主要作品有《定额》《蓝色腌猪油》《盛宴》等。此外，索罗金从事话剧创作，有10部剧作以及数部电影剧本。他的小说被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多种文字。

维克多·别列文（1962～），1985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1993年其短篇小说集《蔚蓝色路灯》获小布克奖。小说《夏伯阳与虚空》（1998）将历史与现实糅为一体——1919年的俄国与90年代末的俄罗斯在故事主人公的意识之中都成了虚拟现实。小说《P一代》（1999）、《昆虫的生活》（1998）等，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可以被看做是寓言，书中描写的苏联时期的事件与生活实际上只是一种衬托。其作品的语言是现代口语、时髦的词汇、文学语言和哲学论著的混合。别列文被认为是当代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此外，安·比托夫（《普希金之家》，90年代初期出版）、马克·哈里托诺夫［《命运线，或米科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2）］、安·谢尔盖耶夫（《集邮册》）、阿·阿佐利斯基（《笼子》）、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美女》和《可怕的审判》）、法·依斯康德［《人和他的周边》（1993）］等都是当代重要作家。

现代主义溯源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在采用后现代写作方式的同时，现代主义依然认同传统的价值体系，认为“高尚”与“低级”、“精神”与“物质”的区分仍然有其意义。塔季娅娜·托尔斯塔娅的《猫》（2000，获2001年俄罗斯凯旋文学奖）引起广泛关注。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反乌托邦、反讽作品，故事发生于“大爆炸”之后，在某个从前曾经是俄罗斯的地方，人们生活的环境则类似石器时代。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大量的引用语，文字游戏与奇特的文本结构。

新时期俄罗斯现实主义主要表现为新批判现实主义，即对现实的全面否定，对现实生活全方位的表现，它实际上是80年代复苏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家有谢尔盖·卡列丁［《简陋的公墓》（1987）、《工程兵营》（1988）］、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斯维特兰娜·瓦西连科、布托夫、马卡宁等。

符拉基米尔·马卡宁（1937～ ）从1967年开始发表作品。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成功的爱情故事》（小说集，2000）中的主人公——苏联时期的作家及其女友，苏联时期的新闻检查员，现在的女企业家，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时时回到过去寻找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长篇小说《他与她》（2001）描写60年代一对男女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两个神气相投的人最终未能走到一起。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获1999年俄罗斯国家文艺奖。

鲍·瓦西里耶夫（1924～ ）的小说创作以历史题材为主，长篇小说《僻乡》（2001）以近20年来俄罗斯的风风雨雨为主题：阿富汗战争、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私有化等等，这些事件触及小说主人公居住的“僻乡”地方。小说的主旨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两大传统问题：“谁之罪”与“怎么办”。

安德列·沃洛斯（1955～ ）的长篇小说《不动产》（2001）以莫斯科为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莫斯科的房地产商人，展示了现代大都市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

90年代以来的女性小说全面展示现代俄罗斯妇女的生活状况。维·托卡列娃（1937～ ）出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校钢琴专业，后迁居莫斯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剧本系学习。她的作品以家庭、爱情、死亡、人的命运为主题，展示80～90年代大转折时期俄罗斯妇女的生活。小说《有你有我有他》（1994）讲述一个家庭里母亲、儿子与儿媳之间的复杂关系。短篇小说集《自有道理》（2002）里的5个短篇，分别讲述5个主人公在生活中的愿望与追求——得到莫斯科的房子与户口、得到一套雪青色套装、治好关节病、成为著名演员等等。

女性小说的重要作家还有：马列耶娃［《豌豆公主》（1999）］、别尔基列索娃［《艰难的爱》（1995）］、涅夫斯科卡娅［《两姐妹》（1999）］、乌莉茨卡娅［《忌妒女神美狄亚和她的孩子》（1998）、《快乐葬礼》（1999）］等。

90年代以来，乡村题材小说继承了苏联文学的传统。别洛夫、莫扎耶夫、阿卜拉莫夫、叶基莫夫、克鲁宾等作家继续创作，反映苏联解体之后的乡村生活。此外，阿·金、谢·多符拉托夫、米·维列等人作品中的存在主义主题，也是俄罗斯文学中值得关注的。

通俗文学是当代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等遵循题材的固定写作程式，拥有大量读者。

维克多·多岑科（1946～ ）以神勇无比的萨维里·戈沃尔科夫为主人公写作近20部系列作品，在俄罗斯图书市场销量高达1500多万册。

达里娅·顿措娃（1952～ ）的《美妇人》、《45毫米口径的微笑》、《出自名设计师的遮羞布》等系列侦探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侦探小说作家阿·玛丽尼娜（1957～ ）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侦探小说家。197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在内务部系统工作多年。其作品以一个女侦察员为主线，从199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写作出版12部长篇小说，总印数达2600万册。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1999年根据玛丽尼娜小说改编的系列电视连续剧受到观众的欢迎。

鲍·阿库宁（日本学专家格里戈里·奇哈基什维里的笔名）七部总标题为《埃拉斯特·法多林的奇遇》的系列长篇小说，截至2000年的总印数高达百万册。

在诗歌方面，老一代诗人有阿·塔尔科夫斯基、谢·利普京和尼·莫尔申。阿·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歌继续阿克梅主义传统。谢·利普京的创作则是白银时代传统。尤里·库兹涅佐夫的诗作融合了叶赛宁的基调和先锋派诗歌的成分。“彼得堡”诗派诗人的诗充满了崇高的道德理想，布罗茨基的追随者有叶甫盖尼莱恩、维克多·克里乌林、叶莲娜·施瓦尔茨等。

二 戏剧与电影

（一）戏剧

俄罗斯戏剧主要是指话剧。古代民间戏剧和古代各种竞技与宗教仪式的戏剧成分是俄罗斯戏剧的来源。11世纪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古老的民间戏剧的职业演员——百戏艺人。他们经常出现在各地的集市和游艺会上，表演唱歌、跳舞、驯兽、技巧、木偶等节目，也包括简单粗糙的早期话剧。由于他们的一些节目辛辣地讽刺了贵族和教会，17世纪中叶教会明令禁止百戏艺人的演出，尔后，其技艺由各类艺人分别继承下来，18世纪时俄国集市和民间演艺会上经常有“巴拉甘”表演。其中有喜剧、哑剧、历史剧、外国戏剧名著的简化本，也有唱歌、舞蹈、魔术、杂技、驯兽、体操、技巧等节目，还有大力士、身材奇高的人和侏儒的表演。“巴拉甘”这种娱乐形式在民间娱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直至20世纪初才逐渐销声匿迹。18世纪时还出现了民间戏剧，这种剧只有几个固定的情节，内容大多数是讽刺、教诲和歌颂自由的。一般是喜剧，台词往往是押韵的散文并穿插一些文字游戏。另有合唱队以民间歌曲伴随主人公的独白和对白。演员和观众有时还彼此对话、一起唱歌，俄罗斯过去也有拉洋片戏。木偶剧在俄国也是一种古老的戏剧并一直延续至今。俄国上层社会演出话剧始自教会学校。17～18世纪，在俄国神学校里，如同在西欧一样，用拉丁语演出以教学为目的的教学话剧，题材取自圣经。有时也上演一些世俗题材的幕间剧。到1672年，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宫廷里兴建了宫廷剧院。当时的戏剧导演、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们来宫廷进行巡回演出，彼得大帝把戏剧看成重要的社会事业，在红场上建立了第一座公共剧院。彼得大帝的妹妹也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办过剧院。18世纪时，法国古典主义对俄国戏剧产生重大影响，俄国人创作的第一批世俗戏剧就是在模仿古典主义戏剧的基础上产生的。俄国最大的古典主义戏剧家苏玛罗科夫按古典主义规则写过9部悲剧和12部喜剧，他当时代表官方领导俄国戏剧革新。冯维辛在他的支持下，结合俄国实际，把丹麦作家霍尔堡的喜剧《法兰西的约翰》改编成讽刺喜剧《旅长》，之后他又创作出模仿痕迹很少的讽刺喜剧《纨绔子弟》（1782），成为俄国民族讽刺喜剧的创始人。到18世纪中叶，赞·格·沃尔科夫创立了俄罗斯的职业戏剧。175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在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悲剧喜剧院，这是俄国第一个职业性的公共剧院，也就是后来的列宁格勒普希金模范话剧院，200多年来在俄国戏剧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沃尔科夫在俄国被称之为“俄国第一位导演兼演员”、“俄罗斯戏剧表演之父”，彼得堡成为俄国戏剧的中心。1757年，在莫斯科大学附属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该市的第一个职业剧团。1776年成立了大剧院，上演歌剧、芭蕾舞和话剧，200年来大剧院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艺术中心，在苏联艺坛上占有最显赫的地位。1824年话剧演员从大剧院分出，成立小剧院，专演话剧，小剧院在俄国戏剧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表演艺术上现实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并拥有一批又一批的杰出的导演和演员，被誉为“莫斯科的第二所大学”。18世纪的戏剧艺术鲜明地表现出进步与民主的倾向，俄罗斯舞台上演出的是充满爱好自由、反对暴君思想的本国剧作品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剧目。18世纪后半期，在民间歌曲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活滑稽剧，并为俄罗斯古典芭蕾舞奠定了基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贵族私人营办的农奴剧院和乐队也有了广泛的发展，为俄罗斯的外省舞台奠定了基础。18世纪由上层社会组织的剧团是话剧、歌剧、芭蕾一体化的，演员是多面手，演员大多是业余从事演出的农奴。起初还有些外国演员，后来逐渐减少。在农奴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演员。

随着戏剧创作和表演艺术的发展，19世纪俄罗斯戏剧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话剧院和歌剧院。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民族戏剧臻于成熟。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部分地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羁绊，比以前的作品更具民族色彩。普希金在19世纪20年代深入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创作了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俄国戏剧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使俄国戏剧一下子跃居世界前列。上述这些戏剧的上演震动了俄罗斯。它们充满强烈的时代精神，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并造就出了米·谢·史迁普金（1788～1863）这样的艺术表演大师。他是农奴的儿子，33岁赎身获得自由。他有出色的表演才能，在莫斯科小剧院演出40年。他通过扮演《钦差大臣》中的市长、《智慧的痛苦》中的法穆索夫等形象奠定了戏剧中的现实主义表演学派。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演员是帕·斯·莫恰洛夫（1800～1848），他以扮演莎士比亚、格里鲍耶陀夫和席勒笔下的悲剧人物著称。

19世纪50年代以后，被誉为“俄罗斯戏剧之父”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俄国文坛为数众多的作家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一生写了50多个剧本，是俄国最多产的剧作家。他的剧本多以地主、商人、小官吏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经过描写他们在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关系和野蛮庸俗的生活，揭露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他为俄罗斯的民族戏剧奠定了基石，给剧院提供了丰富的剧目，塑造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典型形象。其剧作生活气息浓厚，运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对白富于幽默感，剧情紧张动人。他的代表作是《大雷雨》（1860），其他著名剧本有《肥缺》（1857）、《狼与羊》（1875）、《没有陪嫁的新娘》（1879）等。莫斯科小剧院由于上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目而被赞誉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剧院。当时最有名望的演员是普·米·萨陀夫斯基（1818～1872）、纳·阿·尼库林娜（1845～1923）和叶尔莫洛娃（1853～1928）。萨陀夫斯基的表演朴素自然，他善于用富有表现力的舞台语言创造人物形象，是表演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的权威，参加了全部“奥剧”的演出。萨陀夫斯基家族是从19世纪延续至20世纪的演员世家。尼库林娜经常扮演奥斯特洛夫斯基剧目中的女主角，她出身贫寒，对俄国妇女的苦难有切身的感受，所以她扮演的悲剧性的女主人公角色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叶尔莫洛娃是俄国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她一生扮演过300多个角色，以扮演莎士比亚、席勒、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中的悲剧人物著称。由于她对俄国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贡献，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授予她第一个共和国“人民演员”的称号。

1898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和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柯（1858～1943）合作，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现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在上演剧目、表演艺术和导演艺术方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他们的戏剧成就标志着俄罗斯戏剧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在契诃夫、高尔基以及许多演员的支持下，使俄国戏剧表演水平大大提高，形成一套完整独特的表演体系，该表演体系对全世界戏剧艺术亦有深远影响。莫斯科艺术剧院还将契诃夫的《海鸥》《三姊妹》《樱桃园》和高尔基的《底层》等优秀剧目搬上舞台。

十月革命后，舞台上出现了反映革命英雄事迹的戏剧，20世纪30年代，列宁形象出现于舞台，著名演员史楚金、施特拉乌赫曾成功地创造了列宁的形象。

在戏剧艺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苏联的导演和演员的艺术学派。3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即表演中的“体验派”，认为演技主要不在模仿，而在于演员在心灵上体验与感觉角色，即进入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在这一派别的形成中具有特殊意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俄国和苏联著名的导演、演员、戏剧教育家和戏剧理论家。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演员和导演生涯，一生演出过100多个剧目，导演过几十出话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特别是导演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戏剧显示了其卓越的艺术才能。苏联时期，特别是20年代中期以后，他主要从事戏剧教学和戏剧理论研究工作。他主张戏剧要反映人的“精神生活”，他的《演员自我修养》一书成为体验派培养导演和训练演员的必备教科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创作原则对世界戏剧艺术的实践、演员和导演的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剧作家创作的大量优秀剧作和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剧本搬上苏联舞台，有些剧目曾引起巨大轰动，如《带枪的人》《前线》及改编后的《乐观的悲剧》等。几十年间，为苏联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戏剧演员有史楚金、赫梅辽夫、巴申娜娅、塔拉索娃、鲁·西蒙诺夫、察廖夫、乌里扬诺夫等。

20世纪60～70年代，生产题材的戏剧风行一时，反映了新经济体制和科技革命时代的新生活、新气象。主要有卡普林斯卡娅的《工程师》（1970）、德沃列茨基的《外来人》（1971）、鲍卡列夫的《炼钢工人》（1973）、罗佐夫的《处境》（1973）、格列勃涅夫的《一个能干的女人》（1977）、索弗罗诺夫的《权力》（1974）、沙特罗夫的《明天的天气》（1974）、盖利曼的《一次党委会议》（1974）、《反馈》（1978）、《验收书上的签字人》（1979）、切尔内赫的《来去之日》（1976）等。这些剧作努力探讨人们的行为和冲突的社会意义，阐明个人品质与社会机制的联系。

道德题材的作品在70年代戏剧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万比洛夫（1937～1972）是这一题材创作的佼佼者。主要作品有抒情喜剧《六月的别离》（1965）、《长子》（1967）、《打野鸭》（1970）、《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972）、《外省轶事》（1970）等。万比洛夫笔下的人物经常处于特殊的、近乎荒诞的情境之中，他以独特的手法揭示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或把小市民、庸人、浪子的丑陋和庸俗展现在观众面前。比较重要的道德题材剧还有罗欣的《瓦莲金和瓦莲金娜》（1970）、《赶快行善》（1979）、《旧历新年》，阿尔布卓夫的《老式喜剧》《残酷的游戏》（1978），米哈尔科夫的《泡沫》，罗佐夫的《四滴水》、《聋人之家》等。

此外，剧作家还把许多当代文学名著改编成剧本上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岸》、《为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等。

截至1996年，俄罗斯有489座职业剧院，其中话剧与芭蕾剧院有53座，正剧、喜剧和音乐剧院有288座，儿童和青年剧院有141座，还有其他剧院7座。

儿童剧团在俄罗斯的戏剧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从2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创办了承担教育儿童职能的儿童戏剧，有了精通儿童剧艺术的导演，逐步完善了演员扮装艺术。

俄罗斯的木偶剧艺术水平居世界前列。1931年创建中央木偶剧院，原来只以儿童为对象，1940年起增加成人节目。剧目有《舞台杂技》、童话《按梭鱼的吩咐》、波罗的童话剧《穿靴子的猫》、叶尔绍夫的童话诗《驼背小马》、契诃夫的《醋栗》、安徒生童话《魔鞋》等。俄罗斯木偶剧最著名的角色彼得鲁什卡，是一个滑稽的男丑角形象。著名的俄国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曾写过一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随着这部舞剧在许多国家的演出，彼得鲁什卡也闻名于世。

俄罗斯民间还有一种“白菜戏”。十月革命前，按宗教传统，春季大斋期不准举行任何文艺演出，进餐时的菜肴只许有白菜。不甘寂寞的演员们在这期间偷偷地在亲朋好友间举办小型晚会，演出一些幽默、欢乐滑稽的歌舞和短剧，这种演出被称为“白菜戏”。十月革命后，在节日、生日或其他喜庆的日子里，人们往往自编自演一些轻松愉快的节目以自娱，这种演出也常被称之为“白菜戏”。

莫斯科的大剧院是前苏联最大的歌剧舞剧院。在莫斯科的主要话剧院还有莫斯科小剧院和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果戈理话剧院、普希金话剧院、莫斯科话剧院、列宁共青团剧院、叶尔莫洛娃剧院、苏维埃剧院、话剧喜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茨冈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少年观众剧院、第二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等10多个以话剧为主的剧院，还有以芭蕾、歌剧等节目为主的其他剧院。彼得堡和全国各地的剧院数不胜数。俄罗斯的戏剧在国外各种戏剧节的巡回演出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戏剧在今天仍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影视抗衡，吸引着俄罗斯的大批观众。

（二）电影

1896年初，法国人将电影带入俄罗斯。1898年俄罗斯人开始拍摄纪录片。1908年10月15日，弗拉季米尔·罗马什科夫摄制完成俄罗斯第一部故事片《下游的逃民》，主人公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该片为黑白默片。此后，俄国出现了一大批电影人，将本国著名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并拍摄了许多侦探、军事等题材的影片。1919年，列宁签署电影国有化法令。这是苏联电影事业的开端。

国内战争年代占据苏联银幕中心的是新闻纪录片，主要反映红军的英勇战斗和工农群众的业绩。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电影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拍摄反映革命历史和苏联现实的新影片。截止到1921年，俄罗斯共摄制完成2100多部故事片。

1925年，谢·米·爱森斯坦（1898～1948）导演的无声影片《战舰波将金》，歌颂1905年革命。影片在世界电影历史上首次采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被称为里程碑式作品。该片获1927年巴黎国际电影节大奖。20年代后半期的优秀影片有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母亲》、《土地》等。

1931年，尼古拉·埃科拍摄了俄罗斯第一部有声电影。这是苏联电影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许多作家开始创作电影剧本，作曲家开始为电影谱曲，戏剧演员转而从影。20年代电影方面的革新主要在剪辑、节奏和群众场面上，30年代则转向剧情安排、人物性格塑造以及运用语言、音乐、歌唱、音响等表现手段。苏联第一批有声影片中较好的有《迎展计划》和首次搬上银幕的古典戏剧名著《大雷雨》等。1934年瓦西里耶夫兄弟导演的根据富尔曼诺夫长篇小说改编的影片《夏伯阳》，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继该片后出现了一系列较好的革命历史影片，有《马克辛三部曲》、《波罗的海代表》、《肖尔斯》、《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雅克夫·斯维尔德洛夫》等。

1937～1939年，列宁的形象连续出现在银幕上，这是苏联电影艺术的一项重要成就。影片主要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和《带枪的人》等。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苏联电影在主题、体裁和风格方面趋于多样化。有描写历史活动家的大型史诗影片《彼得大帝》、《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有反映当代生活的《政治委员》、《灿烂的生活》等。此外，还拍摄了一些动画片、喜剧片、纪录片和科普片。

卫国战争年代用以鼓舞战斗士气的电影小型片居多。四年间共拍摄了489部新闻纪录片，67部小型片和34部大型片。著名的艺术片有《区委书记》、《她在保卫祖国》、《虹》、《卓娅》等。战争年代还创造了文献纪录电影形式，记录下了从德国法西斯入侵到他们彻底失败的许多重大事件。这类影片有《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斯大林格勒》、《柏林》等。

战后初年的影片有《青年近卫军》、《易北河会师》、《乡村女教师》、《西伯利亚交响曲》等，反映卫国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回顾重要的历史事件，表达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传记片在战后的苏联电影片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有《米丘林》、《巴甫洛夫》、《穆索尔斯基》和《塔拉斯·舍甫琴科》。战前苏联已有彩色片，战后进一步提高了色彩技术，并在完善立体声、环幕电影和全景电影技术方面取得进展，1955年苏联拍摄了第一批宽银幕影片，立体影片。

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拍摄了不少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的思想艺术倾向几经变化。50年代着重表现下级官兵的战壕生活，战争中人们的悲剧性命运和表现战时普通人的道德心理，如丘赫拉伊导演的《士兵之歌》，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自导自演的《一个人的遭遇》，卡拉托佐夫导演的《雁南飞》等。60年代以后逐渐转向表现苏联官兵的英雄行为，并把激烈的战斗和前线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影片着力表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在关键时刻人的心理和道德面貌，这也是70年代战争题材的影片的鲜明特性之一。这方面著名的影片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热血》等。70年代战争片的另一特征是展现战争全景，对反法西斯的历史进程进行客观的概述。奥泽罗夫导演的《解放》是全景式的5集史诗片，它从苏、德两军统帅写到普通战士，从苏军开始反攻写到德军全军覆灭，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性故事片。类似的影片还有《围困》（原著恰科夫斯基，导演叶尔绍夫）。80年代初问世的战争片，如《胜利》、《岸》（原著邦达列夫，导演阿洛夫、纳乌莫夫）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把过去的战争同当代苏联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涉及诸如战争与和平、东西方缓和等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另外，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他们为祖国而战》（导演邦达尔丘克）也取得很大成功。

表现当代生活的影片题材广阔、形式多样，道德题材影片有《湖畔》《热爱人》《红莓》《稻草人》《怀恋的冬夜》《合法婚姻》等，70年代的故事片《红莓》展现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做人却遭黑社会杀害的经过，在苏联评论界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根据舞台剧改编的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受到观众的欢迎。其中1964年舒克申自编自导的影片《有这样一个青年》获全苏电影节嘉奖和第16届威尼斯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奖”。80年代初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生产题材的影片有《最热的一个月》、《奖金》等。

苏联的电影工作者注重将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搬上银幕。苏联银幕上的文学名著优秀影片有科京采夫导演的《哈姆雷特》、尤特凯维奇导演的《奥赛罗》、罗沙里导演的《苦难的历程》、谢·阿·格拉西莫夫导演的《静静的顿河》、扎希尔导演的《安娜·卡列尼娜》、伊·亚·培利耶夫导演的《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库利让诺夫导演的《罪与罚》等。

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宽了文化限制，电影界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出现反对斯大林的影片。1986年11月上映的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摄制、坚吉兹·阿布拉泽导演的影片《忏悔》和1987年12月上映的电视纪录片《再揭露》。（2）重新审查过去发行的影片。苏联影协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近20年来禁止放映的影片25部，公映了克利莫夫导演的《垂死挣扎》等影片。在赫鲁晓夫时期曾轰动一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禁演的影片《晴朗的天空》，于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映。1971年摄制的影片《途中考验》（根据尤·格尔曼的小说《“祝贺新年”行动》改编，阿·格尔曼导演），1986年开禁。同时，苏联政府以个别情节“严重失实”为由，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其他9部电影列为禁片，不得在影院、电视台播映。（3）放宽进口电影的标准，过去被严格禁止的流亡西方的苏联导演安德列·塔尔科夫斯基的作品《乡愁》和《牺牲》也在莫斯科上映。

除开禁了许多影片外，随着国家对电影监控的取消，出产影片数量增加，且主要是描绘社会的阴暗面并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影片。这类影片有《克莱采奏鸣曲》（1987，施维策尔导演），《小维拉》（1988，B.B.皮丘尔导演），《仆人》（1989，阿布德拉希托夫导演），《衰弱综合征》（1989，穆拉托娃导演），《星空下的房子》（1991，C.A.索洛维约夫导演）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产的影片《深坑》（1992，B.德霍维奇内导演），《太阳灼人》（1994，米哈尔科夫导演），《高加索的俘虏》（1996，C.博德罗夫导演）。

苏联有电影从业人员30万人，电影制片厂39个，其中拍摄故事片的制片厂19个。苏联设有国家电影委员会，负责领导电影事业。1965年成立的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是电影艺术工作者的专业联合组织。苏联从1958年起以举办全苏电影节的形式展映所有制片厂的影片。

苏联电影从《战舰波将金》开始登上国际影坛，30年代以后经常参加戛纳、卡洛维伐利、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屡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苏联电影在134个国家上映，在世界影坛上享有盛誉。从1959年开始隔年举行一次莫斯科电影节，放映来自五六十个国家的几百部影片。80年代，苏联每年摄制故事片约150部，电视片约100多部，科普片约1000多部，动画片约130部。

俄罗斯的电影产业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莫斯科有“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高尔基儿童与青年中心电影制片厂”、“联盟木偶电影制片厂”、“中央科学电影制片厂”。在圣彼得堡的有“列宁电影制片厂”、“文献和科普电影制片厂”。在叶卡捷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电影制片厂。

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电影业陷入了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时，政府依然拨款扶持当年231部国产影片的生产制作，但仅有少数影片制作完成与观众见面。梁赞诺夫（《人间天堂》）、索洛维耶夫（《星空下的房子》）等老一辈电影人在继续创作。同时，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潮水般进入俄罗斯市场。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商大潮兴起，私人投资开始涉足电影业。1992年生产的172部国产影片中，相当部分是私人企业、私人银行等投资拍摄的。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进口影片。老一代导演马·胡采耶夫的《无穷无尽》成为当年的亮点并获得柏林电影节大奖。1992年上百部影片在艺术上和故事情节上乏善可陈。1993年的莫斯科电影节观众寥寥。年度电影产量为152部。1994年，尼·米哈尔科夫的《太阳灼人》获得戛纳电影节等的大奖，成为电影业的年度大事。国家财政对电影业的支持大幅度削减，电影年产量降低到68部，与上年相比几乎减少5成。除了故事片《通往天堂之路》之外，几乎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影片。1995年俄罗斯电影产量仅为46部。私人资本基本上退出电影业，国家重新开始扶持大部分影片的拍摄。阿布德拉希托夫-明达泽两位导演组合拍摄的喜剧《旅客的戏剧》获得柏林电影节大奖，萨瓦·库里什的《铁幕》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年一代的生活状况。1995年，莫斯科出现了俄罗斯第一家带杜比音响系统的电影院。1996年，谢·波德罗夫的《高加索俘虏》描述刚刚过去的车臣战争。老一代电影导演如梁赞诺夫等人继续创作。年度电影产量为28部。1997年电影产量为32部。阿布德拉希托夫-明达泽两位导演组合的《舞蹈师的时间》，丘赫莱的《小偷》等大受欢迎。索库罗夫的《母亲与儿子》获得当年莫斯科电影节大奖。阿·巴拉巴诺夫的《兄弟》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瓦·托多罗夫斯基的《聋者之国》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但美国影片依然占据俄罗斯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1998年共拍摄35部电影。1999年生产41部影片，其中尼·米哈尔科夫《西伯利亚的理发师》获得巨大成功。

进入新世纪，俄罗斯国家财政对电影业的支持对电影行业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政府对电影业影响日益增长，并成为最大的制片人。俄罗斯在电影领域国家扶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俄罗斯电影产品的竞争力，使更多的观众看得到看得起电影；鼓励国产影片的生产，丰富电影的题材和体裁，制作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俄罗斯官方利用拨款和投资，引导电影界创作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1996年8月，俄罗斯制定并颁布了《电影业国家扶持法》。根据这项法律，国家使用财政资金支持国产影片的拍摄和放映，以及在国外的推介等等。近年来，国家支持的方式有所调整，一方面要求建立国家资助的归还机制，另一方面要逐步缩小国家对电影业的参与。2002年起，俄罗斯政府取消了对电影业的税收和海关优惠政策。国家对电影业的扶持逐步从行业角度转向定向扶持，并且对电影业的扶持正在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2002年，俄罗斯政府决定，到2006年每年生产100部故事片，65部动画片，300部非故事片，将俄罗斯国内电影放映市场上国产影片的比例提高到25%。2006年，俄罗斯电影业完成了政府提出的任务。其中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共拍摄完成105部故事片，459部非故事片和65部动画片。

俄罗斯国产故事片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其中国家财政的支持、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众的扩大、电影院数量的增加等等都是积极因素。俄罗斯电影每年参加300多场次的国际电影节、俄罗斯电影周以及俄罗斯导演回顾展等等。许多优秀影片获得国际重要电影节大奖。在俄罗斯国内，每年举办20多个国际电影节，涵盖电影艺术的所有领域：纪录片、动画片、儿童片、独联体国家影片、新人新作等等。俄罗斯电影参加以上各类活动，广泛而有效地向世界展示俄罗斯电影的最新进展。此外，近年来电影业私人资本投资额在25%～30%，商业性投资在不断扩大。俄罗斯电影未来有望彻底摆脱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

近两年最新拍摄的《战争》《小狗与流浪儿》《他妻子的日记》《布谷鸟》《情人》《致艾丽斯的信》等影片基本代表当代俄罗斯电影的发展水准，反映俄罗斯现代社会和民俗风情。

《西伯利亚理发师》以1885～1905年沙皇俄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凄婉美丽的浪漫故事，受到俄罗斯各界观众的喜爱。该片导演尼·米哈尔科夫拍摄的《太阳灼人》获199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1944～）1968年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导演系。主要作品有：《童年过后一百天》（1973，获第2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救生员》（1979，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温柔年华》（2001，以苏联解体前后15年的生活为背景，展示主人公的种种际遇）。

近年来，俄罗斯私营电影公司发展迅速，私人资本投资于电影业，完全进行商业化运作，投拍了一批新影片。如《罗曼诺夫王朝》（1997，潘菲罗夫导演）、《小偷》（1997，巴维尔·朱赫莱导演）、《聋者之国》（1998，瓦·塔达洛夫斯基导演）、《伏罗希洛夫的枪手》（1999，斯·加沃罗辛导演）、《宝马》（2003，彼·布斯洛夫导演）等。

动作片的数量在增加。《兄弟》（2000）的主人公达尼拉从部队复员后来到圣彼得堡投奔自己的朋友——职业杀手，故事在俄美两国展开，以当代为背景。这是俄罗斯第一部完全按照动作片模式拍摄的电影。

阿·罗果什金从1995～2000年这五年中，连续拍了三部以俄罗斯民俗为背景的喜剧片——《民族狩猎的特点》（1995）、《民族捕鱼的特点》（1998）、《冬日民族狩猎的特征》（2000）。

2003年，俄罗斯年轻导演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的导演处女作《回归》夺得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回归》描写的是一对兄弟如何面对10年未曾谋面的父亲突然归来的故事。这部影片的获奖对俄罗斯电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俄罗斯电影首次获此殊荣。此前，安德列·塔尔科夫斯基《伊万的童年》和尼·米哈尔科夫的《库伦》分别于1962年和1991年赢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

2003年《可怜的保罗》，表现俄国沙皇保罗一世的生平及其作为。影片是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的献礼片。《城中漫步》是现代题材，以圣彼得堡市为背景展开，展示当年20岁一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与爱情。《三人行》描写两位大货车司机和一个妓女与警察、劫匪之间的故事。2004年导演德米特里·梅斯希耶夫的《自己人》，再次将镜头对准第二次世界大战，故事发生在1941年8月，被俘后逃脱的三个士兵来到一个小村庄，再次面临生与死以及人的良知与亲情的考验。导演马丽娜·拉兹别什金娜的《收获季节》是一个基于真人真事的卡夫卡式的故事——讲述女主人公，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联合收割机操作手因工作出色获得流动红旗。红旗被老鼠咬破后，为了不被发现，女主人公不惜一切代价要连续获得流动红旗。2005年巴维尔·卢金的《穷亲戚》中，主人公的生意是帮助人们寻找在国外的亲戚，由此引起一幕幕悲欢故事。阿列克塞·乌其杰里的《宇宙与预感》，讲述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苏联北方一个港口城市人们生活中的变化与希望。导演费·邦达尔丘克的《九连》，则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战争为题材，展示了那场残酷的战争。2006年的《猎狼人》导演尼古拉·列别捷夫，讲述灰狗部落最后一个战士自称为猎狼人复仇故事。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梁赞诺夫的传记片《安徒生。没有爱的一生》，重点讲述伟大的丹麦作家安徒生与两位女士之间的感情纠葛。导演亚历山大·维列津斯基《活着的人》中，从车臣战场回家的主人公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在生死之间徘徊挣扎。导演基里尔·谢列布列尼科夫的喜剧片《表演受害者》，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在警方罪案调查过程中扮演受害者。而杀人凶手则由俄罗斯著名演艺界人士扮演。导演巴维尔·卢金的《小岛》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场景作背景，主人公为了活命杀死了自己的战友。多年过去了，主人公在临死之前却受到了宽恕。导演鲍里斯·赫列布尼科夫的喜剧《随波逐流》，讲述年青一代在新的生活环境下为实现自己理想不断挣扎的故事。2007年，瓦季姆·什米廖夫导演的动作片《启示录密码》，主题是俄罗斯女特工与劫持核弹头的恐怖分子的惊险搏斗，并最终拯救世界。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的《放逐》，以家庭为题材，描写人类生活处境的喜剧性，爱情与背叛，死亡与顿悟。导演铁木尔·别克马姆别托夫2004年的《夜间巡逻队》是俄罗斯电影史上第一部商业大片。影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运用大量电脑特技，取得俄罗斯创纪录的票房成绩。2005年上演的《日间巡逻队》是该片的续集，同样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

俄罗斯电影业拥有庞大的创造基地与人才，以及广泛的观众群。在经历了90年代初市场改革和进口大片的冲击之后，从1996年起俄罗斯电影业开始复苏，影片数量逐年增长。从电影创作的角度，90年代的俄罗斯电影在模仿好莱坞大片的同时也努力保持原有的艺术传统。进入新世纪，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电影观众也不断增加，俄罗斯国产影片的产量逐渐增加，电影的制作和表演水平不断提高，票房收入迅速成长。俄罗斯电影基本适应了市场环境。目前，俄罗斯电影业积极探索，在艺术与票房之间寻求平衡。

近年来，战争题材的影片直接把镜头对准50年前的那场大战，譬如阿·罗果什金的《布谷鸟》（2002）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展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影片中的三个主人公语言不通，最后却能相互理解。

故事片《哨卡》（1998，阿·罗果什金导演）、《战争》（2002，阿·巴兰巴诺夫导演）以最近的车臣战争为背景，直接反映了内战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幸。

历史题材的《小牛犊》（2001，亚·索库洛夫导演）描述列宁逝世前一年的生活，对列宁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故事片《寡头》（2002，巴·鲁金导演）反映俄罗斯近20年暴富起来的人及其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

总体而言，近年来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善，俄罗斯电影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质量在不断提高，电影业正在逐步走出困境。

三 美术与工艺美术

（一）美术

俄罗斯绘画有悠久的历史，最古老的艺术遗迹有原始公社时代的遗物——岩画、陶瓷、金属制品等。基督教传入后，古罗斯的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在10～12世纪得到了高度发展。受拜占庭艺术的影响，俄国才开始有镶嵌画、壁画、圣像画、细密画等几种主要绘画形式。罗斯从10世纪开始建筑东正教教堂，里面装饰着由拜占庭画师、雕塑师和他们的罗斯学徒制作的圣像、湿壁画和镶嵌画。如建于公元989～996年的基辅索菲亚教堂内的镶嵌画和湿壁画就极为富丽堂皇。东北罗斯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建筑严整而优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学派的绘画形象丰满、画面雄伟，12世纪末的弗拉基米尔城德米特里耶夫大教堂里的壁画是其代表。未遭受蒙古大军蹂躏的西北罗斯，艺术发展较快，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学派。其特点是富于民主精神，造型宏伟质朴、色彩明快，并吸引了民间艺术的技法。13世纪的《三圣者——约翰、古沃尔吉和华西里》是其典型作品之一。14～15世纪时建筑和艺术达到新的繁荣时期，主要是在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等城市。诺夫哥罗德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并在教堂壁画中得到反映。例如，圣母升天大教堂壁画所绘的桌子上摆满了食物，主人在招待盛装的客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建筑了新的宫墙和塔楼，兴建了圣母升天大教堂、报喜教堂、大天使堂、多棱宫。直至14世纪，拜占庭画师在俄罗斯的美术中还起主导作用。拜占庭画师费奥凡·格列克14世纪下半期至15世纪初在罗斯工作，为诺夫哥罗德基督变容教堂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报喜教堂作了许多画，对罗斯的绘画产生重大影响。

安德列·鲁布廖夫（约1360～约1430）是俄罗斯最早的画家。他在14～15世纪期间画的《三圣图》至今保存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虽然画的是宗教内容，但画家表现出的不是中世纪天使的神态，而是活生生的人。另一位圣像画大师季奥尼西（约1440～1502）的作品虽无鲁布廖夫的宏伟，但精细华美，富于装饰效果。16世纪末到17世纪，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许多画家以圣像画的画法来画肖像画，形成了所谓“巴尔松纳肖像画”。16世纪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心移到莫斯科。1547年，因克里姆林宫遭受火灾，各地艺术家云集修复，逐渐形成全俄统一的绘画风格。

17世纪，在教堂建筑艺术中提高了非宗教性、富丽性和华美性，非宗教的建设事业也有发展，主要表现在菲里的教堂、莫斯科沃尔科夫·特罗耶库罗夫的住宅以及其他许多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中。优美的木建筑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瓦尔祖加的教堂、基日教会区的教堂、开密的大教堂等都是木结构建筑的典范。绘画开始摆脱中世纪艺术的束缚，不再限于宗教圣像题材，而致力于表现现实世界，如实地反映生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画家西蒙·乌沙科夫认为绘画应像镜子一样反映生活，并将这种理念表现在他所创作的壁画、圣像中。17世纪中叶，建立了克里姆林兵器陈列馆艺术工作室，除俄罗斯的画家外，还有德、波等国的画家在这里工作。实际上这里是当时俄国最高美术机构和学府，画家们在此从事肖像画创作，进行从西欧学来的油画创作。

18世纪初叶起非宗教的现实主义原则在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中获得胜利。在俄罗斯美术的转折期，世俗画成为主流。彼得大帝改革后，俄国绘画受到西欧的重大影响，俄国宫廷充满来自西欧的巴罗克、洛可可风格的艺术作品。彼得大帝招聘西欧的艺术家来俄罗斯执教，并派人去西欧学习。俄国世俗画的创始人之一，油画家伊凡·尼基丁（1690～1741）把欧洲的油画技法与俄罗斯的严谨画风结合起来，力求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景物的质感，作品生动、简练。作品有《彼得大帝肖像》《哥萨克统领像》《灵床上的彼得》等。俄国世俗画的另一创始人安特罗波夫（1716～1795）的肖像画人物姿态自然，性格刻画逼真，作有《和妻子在一起的自画像》等。安特罗波夫的肖像画具有宏大夸张的巴洛克风格，代表作为《彼得三世》。

洛森柯（1737～1773）是古典主义学院派历史画的奠基人，他的《在罗格妮达面前的弗拉基米尔》是18世纪第一幅取材于俄罗斯民族历史的作品。

18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个性的渐受尊重，肖像画备受重视，出现了忠实地描写人的个性特点的画家。罗科托夫（1736～1808）的肖像画细腻入微，表现了人的精神美和肉体美，代表作有《穿玫瑰色衣服的陌生女人》《诺沃西尔佐娃》等。列维茨基（1735～1822）是18世纪下半叶的肖像画名家，其作品色彩丰富、人物个性鲜明，代表作有《叶卡捷琳娜二世》、《杰米多夫肖像》等。他的学生鲍罗维科夫斯基（1757～1825）则进一步在日常生活的普通环境中描写人，善于捕捉人面部的自然表情，画面色调柔和，并带有感伤的情调。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肖像》这幅画里把女皇画成了一个带着狗在庭院中散步的普通妇女，而《冬》则画了一个贫苦的老农民，开始了俄国绘画表现农民的先河。

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雕塑家。舒宾（1740～1805）以大理石、青铜和石膏等材料制作人物胸像，细节准确，质感浓厚。戈尔捷耶夫（1744～1810）是俄罗斯墓碑雕刻的创始者，其作品华丽而富有戏剧性。他还创作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浮雕。柯兹洛夫斯基（1753～1802）的创作偏重于装饰雕刻和大型历史纪念碑。装饰浮雕艺术家普罗柯菲耶夫（1758～1828）则善于表现儿童的各种动态。18世纪末期，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1716～1791）和助手玛丽亚·卡洛1782年创作的彼得大帝铜像至今还屹立在涅瓦河畔，对俄国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随着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的问世，这座铜像更是闻名遐迩。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绘画艺术中现实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圣经神话题材逐步为世俗生活题材所代替。奥·阿·吉普林斯基（1782～1836）和瓦·安·特罗比宁（1776～1857）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肖像画家。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束缚，描绘出同代人的形象。他们画的普希金肖像都很著名，魏涅齐昂诺夫（1780～1847）则是著名的生活风俗画家，创作了诸如《打谷场》《春耕》《夏收》《睡梦中的牧童》等作品，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表现体魄健壮的农民的精神美。西·谢德林的创作标志着俄国风景画发展的新阶段，他的画风豪放、笔触轻快、色彩明快，第一次在俄国的绘画中表现阳光和空气。

官方学院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帕·勃留洛夫（1799～1852）。他的名画《庞贝城的末日》以令人惊叹的色彩表现了毁于维苏威火山熔岩和灰烬的古代城市的悲剧，描绘出了大祸临头时人们的复杂心理和感情。

由于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文学运动的影响，表现人民觉醒、揭露农奴制腐败成为19世纪上半叶绘画的重要主题。阿·安·伊凡诺夫（1806～1858）借宗教题材表现人民精神的觉醒。他的巨幅油画《基督显灵》通过人们期待的基督形象，反映出俄罗斯社会需要以一种新的力量来拯救的思想。帕·安·费多托夫（1815～1852）的成名作油画《少校求婚》被称为造型艺术中的果戈理，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加加林（1810～1893）为索洛古勃的小说《四轮马车》绘制的讽刺性风俗插图，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素描家阿金（1817～1875）为果戈理的《死魂灵》作了100幅插图。

19世纪60年代民主运动的高涨，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63年，一批有才华的美术学院高年级学生同只准画神话和圣经题材的学院传统相决裂，退出美术学院，单独组织起来研究现实主义绘画技术，成立了彼得堡“自由画家学会”，1870年改组为“巡回展览派画家协会”。60～80年代俄国最著名的画家大多属于这一派。

伊·尼·克拉姆斯克伊（1837～1887）是肖像画家和艺术理论家。他创作了由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希施金等俄国著名作家、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肖像组成的画廊。他的名画《荒野中的基督》《列夫·托尔斯泰》等都以深沉的目光和真切的面部表情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

瓦·格·彼罗夫（1833～1882）是“展览画派”的一个多产画家，他的名画《复活节的农村宗教行列》《警察局长来进行审判》《乡村传教》《饮茶》等分别嘲笑了僧侣、神父和警察。他的名画《送葬》描绘了一个失去抚养者的家庭的悲剧，整个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哀情调。他的风俗画《猎人的休息》、《捕鱼》含蓄、幽默，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肖像画《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十分逼真地画出了作家神经质的手及凝聚的目光，表现出了作家苦闷的心情。

马克西莫夫（1844～1911）在“巡回展览派”中以反映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生活著称。《分家》描绘资本主义造成农村宗法制家庭关系的破裂，《没落》反映地主阶级的衰败景象。米亚索耶多夫（1835～1911）的《地方自治局的午餐》则揭示了改革的虚伪和农村的阶级分化，《收割》是对农民劳动的赞歌。萨维茨基（1844～1905）的名画《修复道路》反映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劳动人民受到的残酷剥削，《迎接圣像》反映农民思想意识所发生的变化，《出征时告别》描写俄土战争时被征入伍的农民与家人告别的情景，具有反战含义。这幅画作者整整画了十年。

伊·列宾（1844～1930）是俄罗斯最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巡回画展派”的旗帜。他在历史画、肖像画等许多绘画体裁中都有所创新，其成名作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宾以革命者生活为题材的油画有《拒绝忏悔》《宣传者被捕》《意外归来》等。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伊凡雷帝杀子》，表现了沙皇的残暴和绝望，而《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则歌颂了哥萨克勇敢、豪迈、热爱自由的性格。

苏里柯夫（1848～1916）是“巡回画展派”中的历史题材画家，他的画多反映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描绘悲剧性冲突为特征，以壮阔的群众场面见长。他的主要作品有《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女贵族莫洛佐娃》《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镇》《斯捷潘·拉辛》等。

“巡回画展派”的瓦斯涅佐夫（1848～1926）主要画俄罗斯的传说人物。他的作品有《十字路口的勇士》《三勇士》等。

19世纪下半期还出现了俄罗斯的民族风景画派。“巡回画展派”的风景画家萨符拉索夫（1830～1897）的《白嘴鸦归来》描绘了俄国北方早春景色，伊·伊·希施金（1832～1898）善于描绘俄罗斯森林及伏尔加河畔景色，画风写实细腻，名作有《森林远景》《松林里的早晨》等。伊·伊·列维坦（1860～1900）描绘自然景色时用笔洗练，色彩鲜明，对后来俄罗斯的风景画发展有较大影响，作品有《小白桦树林》《金色的秋天》等。他还创作了另一种风格的风景画，其名作《弗拉基米尔大道》描绘了这条漫长的流放革命者到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天空阴霾，十字路口的墓碑和路标孤独凄凉。《墓地上空》的画面上是阴雨的天空和泛滥的洪水，墓地和教堂显得十分矮小。列维坦的风景画是19世纪俄罗斯风景画的高峰。

19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尼·阿·卡萨特金（1859～1930）是当时描绘工人题材的画家，代表作是《女矿工》。俄国19世纪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画家是瓦·亚·谢罗夫（1865～1911）。他以描绘妇女、儿童的肖像画见长，代表作有《少女与桃》和《阳光下的少女》。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现实主义美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绘画方面，但雕塑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最著名的雕塑家是马·马·安达柯夫斯基（1843～1902），其代表作有《裁缝》《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现实主义画派外，西欧现代派开始影响俄罗斯画坛，俄国出现了各种艺术团体，如“艺术世界”这个团体提出纯艺术和以艺术改变生活的口号，此外还有“金羊毛”、“红方块王子”、“驴尾巴”等艺术团体，但现实主义始终是俄罗斯艺术的主流。

十月革命后，苏联美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苏联绘画艺术的发展始于国内战争时期的大型绘画和舞台布景艺术。当时人们运用这种形式来装饰节日的城市、宣传车和宣传船。

在国内战争年代，宣传画、讽刺画和诗配画是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个时期最富革命激情的宣传画是莫尔的《你报名参加志愿军了吗？》和《救命》。画家车列姆内赫等人在国内战争期间创办了《罗斯塔之窗》，以诗配画揭露敌人。

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绘画主要反映的是革命和内战的历史以及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新人新事。军事题材有鲍·米·格列柯夫（1882～1934）的《加入布琼尼的队伍》《机关枪马车》《骑兵第一军军号手》，妇女题材有格·格·里亚日斯基（1895～1952）的《女代表》和《女主席》。苏联著名的绘画大师鲍·弗·约干松是表现重大主题的艺术家，代表作有《苏维埃法庭》《共产党员受审》《在旧时的乌拉尔工厂里》。表现领袖生活最优秀的作品有亚·米·格拉西莫夫（1881～1963）的《列宁在讲坛上》、伊·伊·勃罗茨基（1883～1939）的《列宁在斯莫尔尼宫》和弗·亚·谢罗夫（1910～1968）的《列宁会见农民代表》。

卫国战争时期，车列姆内赫等人恢复国内战争时期的传统，画出1500多期的《罗塔斯之窗》揭露法西斯入侵者，进行战斗鼓动。这期间著名的油画有谢·瓦·格拉西莫夫（1885～1964）的《游击队员的母亲》、波戈罗德斯基的《光荣属于阵亡英雄》等。

战后初期和50年代描绘苏联人民现实生活的风俗画取得很大成就。著名油画有尤·米·涅普林采夫的《战斗后的休息》，乌克兰女画家达·尼·雅勃伦斯卡娅的《粮食》，普拉斯托夫的《拖拉机手的晚餐》，列谢特尼柯夫的《又是一个两分》，列维金和图林合作画的《新出刊的车间墙报》等。

苏联时期成长起了一批风景画家，著名的风景画作品有谢·瓦·格拉西莫夫的《冬》《秋》《冰流过去了》，罗曼金的《伏尔加——俄罗斯的河流》《被淹没的森林》，萨里扬的《阿拉拉特盆地》，尼斯基的《白俄罗斯风景》等。

近几十年来，苏联绘画在形式和艺术风格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领域更宽广，绘画语言更丰富，发展了镶嵌画、壁画、玻璃画等多种技术手段，出现了与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综合形式。在这方面取得探索成果的有捷涅科林、梅里尼科夫等人。

苏联雕塑艺术是从实施列宁的“纪念碑宣传计划”开始的。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拆除为歌颂沙皇及其仆从而建立的纪念碑和拟定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方案的法令》。雕刻家、建筑家们热烈响应号召，1918～1921年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就建立了40多座纪念碑。在20年代纪念碑艺术中，革命领袖形象尤其是列宁像占有重要地位。在30年代出现了大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如莫斯科地铁、巴黎国际博览会苏联陈列馆等装饰艺术。竖立在国际博览会苏联陈列馆顶端的群雕《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是苏联女雕塑家薇·伊·穆希娜（1889～1953）的作品，用不锈钢制成，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标志。

二战后，苏联雕塑家在政府的倡导下，建造了一批以卫国战争期间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大型作品。如1960年由雕塑家伊萨耶娃和塔乌立特在列宁格勒彼斯卡廖夫公墓建造的纪念碑群像，1963～1967年由叶·维·乌切吉奇（1908～1974）在伏尔加格勒建造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英雄纪念碑，1971年由吉巴尔尼科夫等三名雕刻家设计建立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纪念碑等。此外，表现俄国和苏联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英雄也是苏联雕刻艺术的重要题材。著名作品有列宁格勒的普希金纪念像、莫斯科的马雅可夫斯基纪念像和征服宇宙纪念像、卡卢加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纪念像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美术开始大规模地恢复在1930～1940年间毁掉的古建筑，如莫斯科的喀山教堂、红场上的沃斯克列先斯基门、耶稣救世教堂等。在绘画艺术中也不再分为“官方的”与“其他的”，新一代的画家采用俄罗斯和世界艺术的所有表现手法进行创作，艺术市场重新建立起来，众多的个体画廊对艺术市场的建立和艺术的整个进程具有日益重要的影响。

（二）民间工艺

俄罗斯共有200多种民间工艺品，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日用品普遍是木制的，现在则主要用于观赏。俄罗斯最有特色的木制工艺品是“玛特辽什卡”（матрёшка），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最早的产地在莫斯科以北的博戈罗茨科耶（现在的扎戈尔斯克）。这是一种木蛋形不倒翁套叠玩具，图案多为俄罗斯传统的村妇形象，色彩鲜艳、造型简朴美观。博戈罗茨科耶也以木雕闻名，这里从16～17世纪起就制作精细的木制雕像，画面多取材于民间寓言和民间故事，有上色和不上色的。

俄罗斯民间有在各种木制品上绘细密画和彩画的高超技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霍赫洛姆村从17世纪起就以彩画工艺出名，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制作这种工艺品。

木制工艺品多以木质细密的白桦木为原料，此外，还用其树皮和内皮制成工艺品。

俄罗斯的漆器也是一种重要的工艺美术品。制作时，用硬纸壳、金属或木头做成首饰盒、化妆盒、烟盒、文具盒、托盘、胸饰等，涂上胶水和黑漆，再在上面作画。

罗斯托夫从18世纪就开始制作珐琅器皿，用透明的耐火材料在涂有珐琅质的铜器上制作小型圣像细密画、肖像与风景细密画等。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霍尔莫戈雷村自古以来就以骨雕产品著名，莫斯科州的霍季科沃镇从1947年起也开始制造骨雕工艺品。这种工艺品主要以海兽的牙、骨为原料，做成上面有浮雕或透雕的烟盒、小匣、酒杯、首饰等物品。

18世纪俄国开始流行镶银工艺品，最著名的产地是沃洛格达州的大乌斯秋格市，这里制造镶银的烟盒、杯托等工艺品，罗斯托夫在这方面也很有名。

俄罗斯的传统工艺品还有泥塑和陶瓷。玉石工艺品是用各种碧玉、大理石、乌拉尔孔雀石、西伯利亚软玉和彩石镶嵌制作的首饰和摆设品。

俄国刺绣工艺品也别具特色。加里宁州托尔若克市从13世纪起就以刺绣闻名，绣得最精致的是法衣，十月革命后许多苏军军衔图案都是在这里刺绣的。弗拉基米尔州姆斯乔尔镇则以小花素地平绣和大花彩绣而闻名。此外，俄国还流行编织花边，各地产品大同小异。

上述这些工艺品大多以手工制作，十月革命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十月革命后则成立了各种专门的民间工艺品工厂。

四 音乐与舞蹈

（一）音乐

俄罗斯的音乐起源于民间，民间的口传诗篇的创作在远古时代就有了萌芽，民间音乐的发展也与这些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10世纪产生并发展了专业的音乐文化，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又出现了新的教会音乐，到11世纪时产生了乐谱的雏形。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教会音乐掌握了多音旋律，教会音乐曲调后来部分地融入了世俗音乐之中。在教会音乐和世俗音乐中都表现出民族风格的特征。17～18世纪时，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流行一种多声部的歌曲曲调，叫做坎特歌，由重唱团或合唱团无伴奏演唱，最早是一种教会歌曲。一些教会音乐团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世俗音乐团体。1479年在莫斯科创建了宫廷唱诗班，1703年改为宫廷合唱团，并开始演唱世俗歌曲，它是十月革命后格林卡模范合唱团的前身。

彼得大帝实行全面西欧化后，俄罗斯开始学习与欣赏西欧音乐，非宗教音乐18世纪开始流行，并引发了对民间歌曲的收集与改编，对后来俄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8世纪70年代舞台上已出现利用民间音乐成分的反映城乡生活的歌剧。整个说来18世纪俄罗斯的音乐还处于初级的模仿西欧的阶段。

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音乐进入成熟阶段，西欧的音乐风格与俄罗斯的民族传统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俄罗斯音乐流派。格林卡（1804～1857）是俄罗斯歌剧和交响乐的奠基人，也是俄罗斯声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主要作品有歌剧《伊凡·苏萨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幻想曲《卡玛林斯卡雅》和一首幻想圆舞曲，两首西班牙序曲《阿拉贡荷达》和《马德里之夜》，数十首钢琴作品和80余首抒情独唱曲等。作曲家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波兰、格鲁吉亚、西班牙等曲调都成功地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品一经问世，立即使他跻身于世界名作曲家之列。

继格林卡之后的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是亚·谢·捷尔戈梅斯基（1813～1869）。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最著名的是《石客》和《水仙女》。《水仙女》的旋律脱胎于俄罗斯的民歌，后来成为俄国民间最为流行的歌剧之一。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音乐进入繁荣时期。60～70年代被称为俄国音乐的“狂飙突进”时代，其标志是出现了一个作曲家集体——“强力集团”。该集团以格林卡的学生米·阿·巴拉基列夫（1836～1910）为首，主要成员有穆索尔斯基、鲍罗廷、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居伊，他们的活动得到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弗·瓦·斯塔索夫（1824～1906）的支持和肯定。“强力集团”以倡导现实主义，促进俄罗斯的民间音乐为宗旨，创作多取材于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民间传说和文学名著。他们注意吸取和运用民间曲调，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进行革新。莫·彼·穆索尔斯基（1839～1881）的作品以性格描写和心理刻画见长，力图使音乐语言体现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民歌的特点。其代表作有取材于普希金的同名诗剧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喜歌剧《索罗庆采市集》（未完成，由居伊续完）、管弦乐《荒山之夜》、钢琴组曲《展览会中的图画》，还有大量独唱曲。讽刺沙皇反动统治的《跳蚤之歌》等成为世界男中、低音歌唱家经常演唱的歌曲。亚·彼·鲍罗廷（1833～1887）的代表作是根据俄罗斯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创作的歌剧《伊戈尔公》（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续完），歌剧场面壮阔，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和东方的民间歌曲和舞蹈。其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意境辽阔，东方色彩浓厚，犹如一幅油画。尼·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作品题材丰富，写过15部歌剧，还有交响乐、浪漫曲和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影响较深远的有歌剧《沙皇的未婚妻》、以叙事诗和童话为题材创作的幻想歌剧和神话歌剧《萨特阔》《五月之夜》《白雪公主》等。

彼·伊·柴可夫斯基（1840～1893）是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其音乐创作开始于60年代，70～90年代初是其创作的全盛时期。他与“强力集团”有友好往来，但更多地受到俄国贵族教育和西欧文化的影响，作品也更多地表现当时知识分子渴望自由的苦恼心情，其作品以深刻的民主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见长。他一生中共创作了11部歌剧，最著名的是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抒情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三部芭蕾舞曲《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在艺术上突破了传统的程式，大大提高了音乐在舞剧中的地位；他的六部交响曲中最为著名的是第六（悲怆）交响曲。他的交响幻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曲调优美著称。柴可夫斯基的创作是俄罗斯音乐艺术的高峰，为俄国交响乐赢得了世界声誉。

安·鲁宾斯坦（1826～1894）是俄国卓越的作曲家和世界一流的钢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柴可夫斯基曾受教于他并受益匪浅。他创作有歌剧《恶魔》、声乐曲集《波斯恋歌》以及《第四钢琴协奏曲》等。他的演奏音色富丽，气势磅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可与匈牙利钢琴大师李斯特媲美的人。1862年他创办了俄国第一所音乐学院，自任教授兼院长，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他的弟弟尼·鲁宾斯坦也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兼钢琴家，而且继其兄之后于1866年创办了莫斯科音乐学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现代主义音乐渗入俄国，但坚持俄罗斯音乐传统的也大有人在。在彼得堡主要继承了“强力集团”的传统，主要代表人物有里亚朵夫（1855～1914）和格拉祖诺夫（1865～1936）。里亚朵夫的作品主要有交响音画《女妖》《巫婆》等，多取材于俄罗斯童话。他还收集和改编了大量民歌。格拉祖诺夫创作了八部交响曲，五部器乐协奏曲，舞剧《雷蒙达》和《侍女》，音诗《斯金卡·拉辛》等。他在十月革命前后曾担任过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1922年获“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称号。莫斯科的艺术家们则主要继承了柴可夫斯基的传统，主要代表人物是塔涅耶夫（1856～1915）和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作曲家、钢琴家塔涅耶夫音乐思想深刻，复调技巧高超，曾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作有歌剧《奥雷斯泰亚》，康塔塔《约翰·大马士金》《读圣诗有感》及交响曲、钢琴三重奏、五重奏等。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旋律流畅、感情深沉，根据勃克林同名画作的交响诗《死岛》和根据爱伦·坡诗篇所作的合唱曲《钟声》等作品充满忧郁感伤的情调。他一生著有歌剧三部（其中有根据普希金长诗《茨冈》创作的《阿乐哥》），钢琴前奏曲24部，四部钢琴协奏曲和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许多独唱、合唱曲等。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主要在欧美各国从事演出活动，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之一。

作曲家、钢琴家斯克里亚宾（1871～1971）在革新音乐固有程式方面很有贡献，他以独特的音乐手法表现了十月革命前年代里的复杂的思想和形象，主要作品有《神圣之诗》《第三交响曲》《狂喜之诗》《普罗米修斯》等。1922年在莫斯科建立了斯克里亚宾博物馆。作曲家兼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的创作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早期的舞剧《彼得鲁什卡》《春之祭》在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印象主义与表现主义的手法；中期的创作转向新古典主义，崇尚抽象化的绝对音乐，但仍采用古老的形式。代表作是歌剧-清唱剧《俄狄浦斯王》和合唱-乐队曲《诗篇交响曲》；后期作品杂用12音体系、序列音乐和点描音乐等各种现代派手法，代表作为《黑色协奏曲》（单簧管和管弦乐队）、歌剧《浪子的历程》。他常用连续的不谐和弦、不完整的旋律音调和无调性功能的技法，从而成了俄国和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乐坛上还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歌唱家和其他乐器的演奏家。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1873～1938）曾被誉为世界低音歌王，主演过苏萨宁、伊凡雷帝、鲍里斯·戈都诺夫、唐·吉诃德等人物，擅唱《伏尔加船夫曲》、《波斯恋歌》、《两个掷弹兵》等歌曲。他同时还是歌剧导演和画家。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基普尼斯也是俄国杰出的男低音歌唱家，主要在国外演出，1939年应聘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主要演员。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巴利斯特、埃尔曼、米尔斯坦都是俄罗斯人，在俄国受音乐教育并崭露头角，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

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音乐重视传统的音乐形式，反对汲取西方现代主义因素，重视音乐教育。老作曲家莱·莫·格里埃尔（1875～1956）除芭蕾舞剧《红罂粟》和《青铜骑士》外，吸收民间曲调写成的一些歌剧艺术价值也很高。他的学生谢·谢·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创作题材广泛多样，音乐语言清新生动，富于独创性，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他写了著名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灰姑娘》《宝石花》和大型歌剧《战争与和平》、康塔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清唱剧《保卫和平》等。他的第五、第七交响曲、交响童话《彼得与狼》流传很广。尤·亚·沙皮林（1887～1966）常以俄国诗人的歌词为基础谱写抒情曲。他的代表作是历史题材的交响乐大合唱《在库利科沃田野上》和歌剧《十二月党人》。尼·亚·米亚斯科夫斯基（1881～1950）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并专事交响乐作曲，一生写过27部交响曲，最后一部最为有名。

杜那耶夫斯基（1900～1955）是苏联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创作了《金谷》《自由的风》《丑角之子》等12部轻歌剧，并为许多电影配乐，创作的歌曲有《祖国进行曲》《快乐的风》《红莓花儿开》等。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1907～1979）的作品有舞剧、轻歌剧、歌曲等各种体裁，他的歌曲有《海港之夜》《夜莺》《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阿·瓦·亚历山德罗夫（1883～1946）是著名的苏军歌舞团的创建者和艺术指导，曾为苏联国歌谱曲，并作有《神圣的战争》《神圣的列宁旗帜》等歌曲。

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是世界公认的卓越作曲家之一，作品有交响曲15部，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各两部，为电影《攻克柏林》《青年近卫军》《伟大的公民》、戏剧《哈姆雷特》《李尔王》等数十部电影和戏剧配乐，还为歌剧《黄金时代》、舞剧《鼻子》等谱曲，他的音乐题材广泛，大型作品占多数，音乐语言复杂而大胆，既充满哲理又富于感情，力求表现尖锐的冲突和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第七交响曲》，又称《列宁格勒交响曲》，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品。

20世纪60～80年代新的音乐舞台趋势获得广泛的发展。60年代初进入俄罗斯的摇滚乐到70年代中期已经过了模仿阶段，出现了用俄语作词演唱的团体。在1980年第比利斯艺术节上摇滚乐运动被分成职业的与业余的，70年代出现了摇滚歌剧。80年代青年人中时兴的是流行摇滚并伴之以“弹唱摇滚”。

新的大众文化现象将音乐截然分为“严肃”音乐与“轻”音乐，出现了填补大众音乐与学院音乐空白的必要，70～80年代的趋向是将“严肃”音乐的技术手法与商业运作结合起来。

90年代的俄罗斯文化经历了巨大变化。包揽一切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国家对文化的资助已成过去。市场关系对音乐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资深的音乐家在国外居住与工作，非商业性的音乐发展计划受到阻碍。

（二）舞蹈

俄罗斯民间舞蹈的表现手法是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的社会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中形成的。东正教的确立改变了多神教的庆典，使俄罗斯的民间舞蹈形式变得更为严整。10世纪末至11世纪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的舞蹈造型产生了一些影响，教堂把舞蹈和其他的一些娱乐视为“魔鬼的诱惑”，并将其作为多神教的残余而极力铲除。随着教堂音乐的普及和俄罗斯多声部歌曲的出现，俄罗斯的舞蹈充满了即兴成分。俄罗斯音乐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性成为标题舞和日常圈舞的基础。17世纪前民间舞蹈和轮舞遍布俄罗斯不同的社会阶层，此后俄罗斯的艺术受到来自欧洲的影响，在特权阶层中民间舞蹈成了“下里巴人”。在古罗斯，传统的民间舞蹈保存在流浪艺人的艺术和戏剧表演中。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出现了新的欧洲舞蹈：小步舞、对舞、波罗乃兹等，俄罗斯的民间舞蹈被排挤出城市。但在城市的工人区里和乡村这种舞蹈形式仍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世代相传。俄罗斯舞蹈的主要特点是变幻、滑行、细碎的舞步，舞蹈造型经常再现一些与劳动过程有关的形象：“亚麻”、“皮靴”、“纺锤”、“圆白菜”。还有一些舞蹈是借动物以表现人的性格的：“小公牛”、“小公鹅”、“仙鹤”、“母鸭”、“母天鹅”等，这类舞蹈中非常流行的是特列帕克舞。双人舞中特别有趣的是戈罗别茨舞。竞赛舞多种多样，有卡玛林斯卡雅舞、芭勒娘舞、哥萨克舞等。方阵舞（卡得利勒舞）是俄罗斯民间舞蹈的较晚的形式。18世纪俄罗斯的舞蹈开始出现在专业舞台上，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芭蕾舞导演将俄罗斯的民间舞蹈引入芭蕾舞剧中，至19世纪下半叶已经在芭蕾舞剧中形成跳俄罗斯舞蹈的独特的程式。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民间舞蹈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俄罗斯舞蹈受到专业舞蹈的影响，在舞蹈团中形成民间舞台舞。俄罗斯民歌合唱团里的舞蹈队也建立起新的民间舞台舞的形式。军队歌舞团的士兵竞舞成为俄罗斯舞蹈的一个分支。1937年建立了苏联民间舞蹈团，1948年建立了俄罗斯民间舞蹈团“小白桦”，1960年建立了西伯利亚民间舞蹈团。皮亚特尼茨基民间合唱团于1938年组建了舞蹈队，俄罗斯许多地方的合唱团里都有这样的舞蹈队。在许多州里还举行俄罗斯民间舞蹈节。

俄罗斯的芭蕾剧院出现于17世纪后半叶，1673年起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皇宫里开始定期演出芭蕾舞剧。18世纪30年代在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皇宫里也定期演出音乐芭蕾舞剧。芭蕾舞的编导是法国芭蕾舞教师兰迪和里纳尔迪。1738年在彼得堡建立了芭蕾学校（苏联时期为列宁格勒舞蹈学校），兰迪被聘为校长并聘请了一批外国优秀教师，使俄国舞蹈演员一开始就受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舞蹈训练。俄国芭蕾在喜好芭蕾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从1773年起在莫斯科的许多贵族家庭里开始教授芭蕾舞，这些芭蕾舞班为创建莫斯科模范舞蹈学校奠定了基础。18世纪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宫廷和公共剧院里工作着许多外国的作曲家和舞蹈教师。1760年起在彼得堡的舞台上开始上演古典风格的芭蕾舞，在这里工作的芭蕾舞导演希利·费尔金格和安焦里尼所编导的作品是俄罗斯舞台上最早的具有激烈冲突剧情的情节芭蕾。俄罗斯的舞蹈演员和芭蕾舞教师伊·瓦尔贝尔赫则试图将俄罗斯的表演风格与意大利的富有表现力的哑剧动作和高超技巧以及法国学派的结构形式结合起来，他创作了近似于感伤主义情节剧的情节剧。他首次关注自己时代的形象，莫斯科的居民成为其芭蕾舞剧的主人公。18世纪末在俄罗斯有许多农奴芭蕾舞团。

芭蕾艺术主要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剧团里形成的。法国卓越的芭蕾舞演员、编导和教师狄德洛于1800～1830年间曾在彼得堡工作，并使俄国芭蕾跃居欧洲领先水平。他确立了音乐与芭蕾舞剧舞蹈表现的一致原则，在俄国编导了50多部芭蕾舞剧并培养了许多出色的芭蕾舞演员。

19世纪头30年芭蕾艺术臻于成熟，形成了俄罗斯的民族芭蕾流派，其特点是富于生命力，内容深刻，舞蹈技术高超。1825年莫斯科开设了大剧院，莫斯科舞蹈团获得了有技术装备的舞台。1830～1840年是西欧芭蕾的黄金时期，西欧一些最著名的芭蕾大师纷纷来俄国表演和担任指导。19世纪30年代初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有许多专业水平非常高的芭蕾舞团，主要演出一些法国编导的华丽场面。这些年间格林卡音乐中的舞蹈场面对俄罗斯的芭蕾音乐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中叶，当现实主义在俄罗斯艺术中已大放异彩时，俄罗斯的芭蕾还停留在浪漫主义阶段，但舞蹈技术已炉火纯青。确立了严格的形式和手法的规则，舞蹈分为传统的与性格的。

法国人佩蒂帕于1847年在彼得堡芭蕾剧院任总编导，50多年间他共编导了60多部长篇作品以及许多短舞和舞蹈片断，著名的有《堂·吉诃德》《舞姬》《睡美人》《蓝胡子》《吉赛尔》《葛蓓莉娅》《天鹅湖》《仙女》等。他使芭蕾舞的古典风格和结构复杂化、多样化和程式化。19世纪后半期他在俄国和西欧拥有最高的权威，被誉为“古典芭蕾之父”。1877年芭蕾舞编导赖泽格尔、柴可夫斯基和佩蒂帕创作了芭蕾舞剧《睡美人》。佩蒂帕的这些芭蕾戏剧原则也保存在格拉祖诺夫的作品《蕾蒙达》（1898）和《四季》（1900）中。这些作曲家的芭蕾是芭蕾交响化的顶峰。

佩蒂帕的助手、芭蕾舞教员伊·伊万诺夫找到了脱离学院派的出路。他编导了《胡桃夹子》（1892）和《天鹅湖》（1895）中众天鹅的片断，在《胡桃夹子》的雪花舞和《天鹅湖》的众天鹅舞中他最早使用了20世纪的芭蕾舞剧院所采用的新的舞蹈表现方式。

20世纪初俄国的芭蕾在世界芭蕾艺术中居领先地位，其学派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上演的剧目包括19世纪最优秀的剧作。但俄国芭蕾也面临着内容繁琐、形式僵化的危机。这一时期对俄国芭蕾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佳吉列夫、福金和哥尔斯基。芭蕾舞编导哥尔斯基和福金对芭蕾舞进行了改革，他们针对学院派芭蕾的美学原则提出了芭蕾的绘画性，并受到来俄国表演“自由舞”的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影响。哥尔斯基改编了佩蒂帕的《堂·吉诃德》《舞姬》和《吉赛尔》，并根据法国作家雨果和福楼拜的小说编写了几部舞剧。福金编导了几部独幕芭蕾，如《伊戈尔王子》《仙女》《狂欢节》《火鸟》，学习美国舞蹈的长处，使芭蕾舞具有了时代感。佳吉列夫具有高超的艺术修养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组建了一个芭蕾舞团，许多优秀舞蹈家加盟，其中包括尼仁斯基、巴甫洛娃、福金、塔玛拉、卡莎薇拉、波尔姆、达尼洛娃等。他独具慧眼，聘请当时还未成名的音乐家、美术家为其演出服务，如俄国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法国音乐家拉威尔、德彪西，俄国画家巴克斯特、法国画家毕加索。自1909年起佳吉列夫组织俄国芭蕾在巴黎开始“俄罗斯之季”的巡回演出，第一个演出季使欧洲的观众认识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福金、尼仁斯基的舞蹈，轰动了西欧。在1910～1920年间俄罗斯的芭蕾波及全世界，促进了其他国家芭蕾的发展。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十月革命后改为蒙特卡洛俄罗斯芭蕾舞团，其舞蹈团的巴兰钦成为美国芭蕾舞界的领袖，还有些人成为法国芭蕾舞团的骨干。福金于1914年客居于欧美，将俄罗斯的芭蕾艺术远播国外。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芭蕾继续受到重视，并获得很大发展。哥尔斯基领导大剧院舞团直至1922年，上演了传统剧《胡桃夹子》和新剧《斯捷潘·拉辛》等。20年代列宁格勒芭蕾舞的代表人物是洛普霍夫，他是传统的继承者和实验者，上演了交响舞剧《宇宙的雄伟》（采用的是贝多芬第四交响乐的音乐）和第一部关于革命的芭蕾《红色旋风》，用民间风俗、游戏、杂技、体育运动中的精华丰富了芭蕾舞的造型。30～40年代的主流是舞蹈剧，代表作有《巴赫奇萨赖的喷泉》《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些剧中，音乐、舞蹈、手势、布景要服从于导演对舞台戏剧性的分析。40～50年代在新西伯利亚、车里雅宾斯克、乌兰乌德等城市和自治共和国中建立了剧院，在这些剧院里上演俄罗斯的古典剧目，各个民族共和国剧院还上演反映自己历史和文学的剧目。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到地方工作，促进了当地芭蕾舞的发展。这一时期还继续上演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芭蕾舞剧，如《青铜骑士》、《塔拉斯·布尔巴》等。

50年代末出道的编导们将音乐作为舞蹈情节的基础，格里戈罗维奇1957年推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新编舞剧《宝石花》，情节依据诗化哲学的音乐内容。1961年他编导了梅里科夫的《爱的传说》，1967年编导了哈恰图良的《斯巴达克斯》。别利斯基则将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乐》和《第十一交响乐》搬上了芭蕾舞台。30年代就已活跃在芭蕾舞坛的雅各布松根据莫扎特、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的作品编导了多部小型舞蹈。

俄罗斯有许多芭蕾舞团和数所芭蕾学校，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圣彼得堡马林剧院芭蕾舞团，还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芭蕾舞演员，如乌兰诺娃、列别辛斯卡娅、叶尔莫拉耶夫、谢列斯特、史楚柯娃、普利塞茨卡娅、柯尔巴科娃、安娜尼亚什维丽娅等。俄罗斯的芭蕾以思想性、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见长。从50年代开始许多芭蕾舞团在国外进行巡回演出，富有经验的舞蹈家和舞蹈教师去世界各地排演，帮助创建舞蹈学校。许多国家的舞蹈演员在俄罗斯的舞蹈学校学习并在剧院实习。从1969年开始在莫斯科每四年举行一次国际芭蕾舞竞赛。俄罗斯的芭蕾在世界芭蕾艺术中居领先地位，对世界各国芭蕾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 文物与博物馆事业

从古罗斯时代开始，俄罗斯的艺术品一般保存在庙宇和修道院的圣器间里。修道院主持撰写编年史，抄写书籍，并由小型彩绘艺人对这些作品进行美术装帧。修道院附近常常出现工艺作坊，包括圣像画坊、银器作坊等等。此外，俄国的王公大臣往往会向教会捐赠祭祀用艺术品。早在15世纪，莫斯科附近的圣三一谢尔基耶夫大修道院（现在的谢尔盖镇）和其他教会中心保存着极为丰富的艺术珍品：圣像、贵重的祭祀用品、艺术刺绣等等。

15世纪末，古罗斯摆脱了200多年的蒙古鞑靼人统治，莫斯科公国成为不断壮大的俄罗斯国家的支柱，莫斯科也成为俄罗斯艺术文化的中心。

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的官邸——克里姆林宫里设立了兵器馆。这既是宫内生产与修理武器的作坊，又是盔甲、武器的储存仓库。一批能工巧匠在作坊里劳动。除俄罗斯人外，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国工匠。兵器馆也逐渐成为艺术生产的中心。17世纪，工匠们在兵器馆绘制圣像，制作旗帜、书籍线条画插图并从事艺术刺绣，这里渐渐积累了大量的宝物。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兵器馆堪称俄罗斯最早的博物馆。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曾在西欧各国旅行。旅行期间，他经常参观博物馆、美术家的工作室。彼得一世收集了大量的绘画雕塑作品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收藏品。

彼得大帝的收藏活动具有启蒙性质。他认识到，为了发展科学、丰富俄罗斯的文化生活，必须收集“稀世珍品和古代文物”，因而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珍稀动物标本，旧石碑、旧兵器、餐具以及一切造型独特的物件。在收集科学和艺术藏品的基础上，俄罗斯建立第一家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珍品陈列馆”，并于1719年对外开放，供人免费参观学习。这是当时世界同类博物馆中最大的一家，它收藏了各种科学仪器、矿石、古币、民族文物、绘画、雕塑及彼得大帝珍存的“畸形人和瑰宝”等。

珍品陈列馆是俄罗斯科学博物馆的前身。1836年在百科藏品的基础上创建了动物、矿物、植物等7个博物馆，1878年在珍品陈列馆大楼里又开办了人类学与民族学馆。1949年，开办了俄罗斯科学家、启蒙教育家、诗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博物馆。

18世纪后半期，购买或订制艺术品主要为装饰王宫或庄园之用。俄罗斯上流社会艺术品收藏活动风行一时。收藏的对象基本上是西欧古典艺术作品。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在位期间，采购了大量艺术品。女皇本人拥有全国最多的藏品。她首批采购了225幅荷兰画家的作品，1764年这些画运到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历史从此开端。

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1754～1826）是一位外交家和文化庇护人。多年来他收藏与俄罗斯外交史有关的书籍和古代手稿。他最终把自己的全部收藏品遗赠给国家创办的第一家俄国史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于1831年在彼得堡开放。19世纪60年代这家博物馆迁到莫斯科，成立了该市第一家博物馆。鲁缅采夫博物馆的大量藏书成了20世纪20年代创办列宁图书馆的核心。

19世纪后半期俄国收藏活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收藏活动多由商人和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上对俄国文化和造型艺术品兴趣日浓，外国文学艺术珍品也备受青睐。

收藏家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是莫斯科收藏家中最突出的人物。他的收藏品包括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美术家的作品及俄国的圣像画。特列季亚科夫的私人美术馆于1881年对外开放，1892年他把美术馆赠给莫斯科市。

19世纪末外省也创办了一些艺术博物馆。美术家阿列克塞·博戈柳博夫的收藏品成为创办萨拉托夫市美术馆的基础（该馆是俄国最好的艺术博物馆之一，被誉为伏尔加河上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美术家伊万·艾瓦佐夫斯基以个人收藏品为基础，在费奥多西亚开办了一家美术陈列馆。哈尔科夫、梁赞等地也开办了艺术博物馆，莫斯科、喀山、奥廖尔等地还设立了自然科学博物馆。

莫斯科造型艺术博物馆（现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是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创建的大型博物馆。博物馆于1912年正式开放。建馆总共用了15年，资金主要是全国的私人募捐。

十月革命前，俄国共有213家博物馆，大部分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

十月革命后，全部艺术珍品被宣布为人民财产。苏维埃政府把沙皇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郊区的宫殿收归国有，冬宫和沙皇在彼得格勒城郊的离宫被改为博物馆。王公大臣的庄园及其藏品也被收归国有，部分具有特别文化价值的贵族庄园则改成博物馆。

俄罗斯各种专业、各种规模的博物馆，按收藏品的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艺术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如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鲁布廖夫俄罗斯古代文化与艺术中央博物馆、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等；外国艺术博物馆如莫斯科的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大部分艺术博物馆是混合型的，收藏和展出国内外各流派艺术大师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许多宫殿博物馆也收藏有大量的艺术珍品。这些宫殿本身就是杰出的建筑艺术作品。最著名的有圣彼得堡郊区富丽堂皇的宫殿庭园建筑群——帕夫洛夫斯克、彼得宫、普希金市、罗曼诺索夫市、加特钦纳市。在莫斯科市内和近郊有库斯科沃庄园博物馆（两家博物馆：“18世纪庄园”和“陶器与瓷器博物馆”）、奥斯坦金庄园农奴创作博物馆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博物馆。

俄罗斯的许多博物馆是专业性的历史博物馆，其中最大的是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该馆还是大型科研中心。历史博物馆除在红场的主楼外，在莫斯科其他几个区里还设有分馆。位于红场上的圣母庇佑大教堂是16世纪中叶俄国建筑师的稀世杰作，民间又称圣瓦西里大教堂。历史博物馆的分部还有“新圣母修道院”（16世纪）等。离红场不远处有一家17世纪建筑艺术和绘画博物馆“尼基特尼基圣三一教堂”（1634）。这座教堂内的壁画和上下六层的雕刻镀金圣像壁引人注目。

除专业历史博物馆外还有普通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些博物馆介绍某个城市的历史。例如，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

此外，还有军事历史博物馆。如圣彼得堡的中央海军博物馆及其分馆——“阿芙乐尔巡洋舰”，莫斯科的卫国战争博物馆和胜利公园，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及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的卓越功勋，莫斯科郊外的波罗金诺战场历史博物馆。

另有一类综合性博物馆——历史与艺术、历史与建筑艺术文物保护博物馆。一般建在历史文物和建筑艺术文物集中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是诺夫哥罗德历史与建筑艺术文物保护区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包括位于市内和市郊的12～18世纪文物：诺夫哥罗德内城（现存最古老的内城）、教堂和郊区的修道院等，现藏的建筑艺术和艺术展品共20万件。此外，还有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博物馆。

还有一类博物馆叫露天博物馆，主要收藏和展示民间文物。俄罗斯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郊外小克列雷村的木建筑艺术博物馆。该馆展出的是俄罗斯北部的文物。70件民间木建筑，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住房与生产用房，也有部分16世纪至18世纪的物品。此外，还有一所农村学校的校舍，并且再现出当时的集贸市场与客栈。

在发掘出土文物的地方，建有考古文物保护区博物馆。如列宁格勒州拉多加市的考古和建筑艺术文物，见证13世纪以来的俄国历史。

在俄罗斯，为纪念历史文化人物而设立的博物馆数量较多、内容各不相同。俄罗斯全国有6家契诃夫博物馆，7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莫斯科近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克林，其名胜之一就是柴可夫斯基故居博物馆。1958年，美国钢琴家万·克里本在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获胜后，应邀在柴可夫斯基的大钢琴上演奏。从此成为传统，每个获奖者都要在这架琴上演奏大师的作品。

文学、戏剧、音乐博物馆收集和展出各类相关的史料。国立文学博物馆是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最大的贮藏库。这里收集了近50万件展品：珍本书籍、作家的手稿、纪念物品和各种艺术品。

莫斯科的中央戏剧博物馆库藏有100多万件各种各样的戏剧史资料、演出服装、布景草图、海报、宣传画、戏剧家的手稿和私人物品等。博物馆还保存着演员的录音、肖像、许多文化界人士的档案。

莫斯科戏剧博物馆是1894年由俄国戏剧家阿列克谢·巴赫鲁申在他个人收藏品的基础上创办的，现在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俄罗斯许多城市都有戏剧博物馆。其中有纪念性的，有剧院附属的博物馆，在演出时向观众开放。著名的有莫斯科的大剧院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高尔基大话剧院博物馆。

莫斯科的格林卡中央音乐博物馆据称“收藏着与音乐有关的全部材料”。博物馆的80多万件藏品展示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音乐艺术。

俄罗斯有近150家收集和研究科技发展史的专业博物馆。其中有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土壤博物馆、保健博物馆、有轨电车博物馆和消防博物馆等等。

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是最大的科技史博物馆。它有近10万件展品，分为物理、化学、机器制造、动力、计算技术等11个部，是一个大型的科技知识宣传中心。

地方志博物馆是最大众化的博物馆，各共和国的首都、各边疆区和州中心、许多区级城市都设有地方志博物馆。其展品反映本地区的历史、自然、文化和民俗。

六 图书馆

10～11世纪古罗斯出现图书馆。文献上最早关于图书馆的记载出现于1037年，当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召集人翻译希腊书籍，抄写斯拉夫文书籍，并将其保存在基辅的索菲娅教堂。12世纪，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梁赞、斯摩棱斯克、苏兹达尔等许多城市都开设图书馆。各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从几十本到几千本不等，除神学书籍外，保存并转抄了年鉴、编年史、医书、药书、文学作品等。16世纪末，修道院集中了国内总藏书的37%，数量有26万～35万册（其中6%～8%为印刷品）。17世纪中叶，出现了第一批世俗图书馆，私人藏书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出现了新的专业图书馆（数学、航海、炮兵、手工业、矿业等）。1714年圣彼得堡建立了综合性图书馆，于1725年改建成科学院图书馆。18世纪书籍收藏在俄罗斯成为时尚，出现了家庭和宫廷（埃尔米塔什等）收藏。贵族寄宿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多为外文书籍。1756年建立了莫斯科大学科学图书馆，1765年圣彼得堡出现了自由经济社图书馆。18世纪末首次出现商业性和公共免费图书馆。19世纪初各地的寄宿学校、县立学校、教育与科学社团、近卫军团纷纷建立了图书馆。1814年俄罗斯开设了帝国公共图书馆（现在的俄罗斯民族图书馆）。

彼得大帝之后，许多县立学校图书馆被改造成公共图书馆。莫斯科先后建立了面向大众的大型科学图书馆：鲁缅采夫图书馆（1872），历史图书馆（1873）。1894年地方、市自治机构建立的民间免费图书馆与阅览室已超过3000个。1894年教区图书馆已有两万多个。

进入20世纪，图书馆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1905～1907年政府取消了对民间图书馆的注册审查程序，促进了工会与合作图书馆的发展。1908年创建图书馆学会，该学会于1911年召开了全俄图书馆代表大会，出版了“图书馆馆员”杂志，1913年首次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开设培训班。1914年在俄罗斯共有75900座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辅助性图书馆除外），总藏书量为4600万册。

1918～1920年间个人和私立的图书馆被征收，大量图书失窃、受损。各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图书馆逐渐按照等级（地域和部门）管理的原则进行改组。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开展，各种用途的图书馆的数量及其藏书明显增加。各地都建立了培养图书馆干部的体系。1974～1981年间俄罗斯大众、农业、科技等图书馆置于统一的、集中化的图书馆体系中，按照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在一个地域里设一个中心图书馆，而其他图书馆则作为其分馆。到1980年苏联共有62100座图书馆，总藏书量为9.84亿册。

1994年俄罗斯有54800座大众图书馆，藏书量超过11亿册，工作人员13.15万人，读者人数5956余万人。

目前，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俄罗斯民族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历史图书馆、外文图书馆等，作为世界规模的综合性图书馆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医药卫生

俄罗斯原是世界上医药卫生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平均每万名居民拥有医生50名，国家对居民的卫生保健实行“统包”政策。其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尤其是复杂的眼科手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变化，取消了公费医疗，转而实行“医疗保险”制度。

一 医疗卫生制度

（一）卫生保健

俄罗斯的卫生工作由联邦最高权力机关、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自治专区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地方各级议会领导。居民卫生保健的直接组织者是地方各级政府和主管卫生部门的管理机关。地方卫生机关的管辖范围按照行政区域划分。联邦卫生保健部（2004年3月改为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部，下同）统管全国卫生保健工作，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自治专区的卫生部统管各地的卫生保健工作。上述卫生机关及其下属的卫生机构、卫生团体和企业、研究所、高中等医药院校等机构组成全国统一的卫生医疗网。

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为国民经济部门的职工实施医疗预防和公共卫生措施。卫生主管机构在业务上和行政管理上直接归相应的主管部门负责，它们有义务执行俄保健部有关医疗预防和卫生防疫方面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指示，同时把本身的工作与当地医疗卫生工作协调一致。

卫生管理机构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垂直系统（隶属关系）和横向联系（同级单位的合作关系）。垂直系统本身分为直线关系、职责关系和配合关系（垂直职责联系）。直线关系的基础就是下级管理机构有义务服从上级机构；职责关系仅限于计划、拨款等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双重关系有利于整个国家利益又能顾及到地方特点。

卫生保健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公民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开展流行病的有效预防和监督。卫生保健部门是俄罗斯联邦和联邦主体共同管理的行业部门。卫生保健系统在具有相当自主权的市级医疗服务中没有明显的上下级直属的等级。

根据宪法制定的全国和地区统一的卫生法规是国家卫生保健管理的法律依据。立法活动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保障公民医疗和保护健康权。卫生保健立法的目的是：由国家建设卫生保健事业；保障公民在联邦主体、和市级享受卫生保健权；保障解决医疗和预防疾病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俄罗斯正在探索建立现代的卫生行业管理体制。按照政府的设想，联邦卫生保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卫生保健的发展战略，研制统一的卫生保健法规和卫生标准；协调世界卫生活动；发挥监督职能；制定并组织完成国家目标计划；改建卫生保健部结构。联邦主体卫生保健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地区特点确定卫生保健的发展战略，制定和组织完成地区卫生目标计划并给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市级卫生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并组织完成市的医疗服务计划。

联邦卫生保健发展计划规定的某一时期卫生保健发展的目的和任务，是全国行业计划系统的基础。根据计划提出的任务，来制定国家用强制性医疗保险金和预算资金向居民提供的医疗服务计划。财政拨款和医疗服务定额，以及医疗服务质量、效果及资源利用率标准是卫生保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生保健发展计划必须有下列内容：（1）提出反映居民卫生和健康的指数；（2）拨给卫生保健事业的计划资金，拨款的一般原则，工作效率指标；（3）完善卫生保健管理原则；（4）预防工作的主要方向。

（二）拨款制度

俄罗斯卫生保健拨款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实现全国居民的卫生保健计划。为了实现国家基本计划，俄罗斯各主体可决定每人的平均卫生拨款数。平均卫生拨款数根据联邦预算拨款和部分强制性医疗保险金的多少来确定。国家保障范围内的各种医疗费由各种拨款基金解决。

在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改进医疗拨款，使之不仅用于医疗服务付费，也成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果的经济手段。在合理组织各级医疗服务时，维护基层医疗服务部门的经济利益，合理使用价高的医疗服务项目，发展混合型住院形式。

改进卫生拨款的原则是：（1）提高强制性医疗保险工作的效率。（2）通过国家和市级预算拨款保障实现卫生目标计划，并使卫生基础组织能集中资金解决卫生保健中的重要问题。对计划目标和资金利用情况进行监督。（3）制定无条件执行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的服务范围和条件，保持财政和实际情况的一致性。（4）保持医疗服务的应有收费标准，在医疗服务市场上限制医疗服务专营者的价格。（5）合并强制性医疗保险金和社会保险金，保护投保人的经济利益，降低发病率。实行统一的保险单制。（6）将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金转到退休基金。将失业者医疗保险金转到国家就业基金。（7）形成居民参与医疗服务消费机制。实行自愿医疗保险和超过国家保障范围的自费医疗。实行有针对性的个别群体的社会服务机制。（8）对不同所有制的非商业性卫生组织执行优惠税率。（9）免征法人和企业主用于卫生保健的利润税。（10）用于自愿医疗保险的医疗费的个人资金免征个人税。（11）征收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和烟的专门税。把这些钱用于制定目标计划以防治和烟酒有关的疾病。（12）建立和保持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环境。（13）国家和地方计划的实施，要保障卫生财政资源的“透明度”。（14）把采用机构内互相结算制作为提高医疗组织水平和工作效率的经济手段。

政府按以上原则制定了国家卫生保健计划并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1997～2000）的目标是：保障卫生保健机构工作稳定，为发展卫生保健和医疗事业奠定法律和组织基础；和有关部门及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共同为制定和实施卫生保健计划而开展必要的组织领导工作；就卫生保健发展的主要问题制定计划并着手实施。第二阶段（2000～2005）的目标是：全面实施国家制定的卫生保健计划；在卫生保健工作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中采用现代新技术；完成卫生保健领域内的结构性改建；在卫生保健中建立私有制；制定并实行与卫生有关的计划，以便使卫生保健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卫生防疫监督

卫生防疫是卫生保健事业的主要业务部门之一，主要任务是监督、消灭并预防环境（水源、土壤、大气）污染，改善居民劳动、生活、学习和休息条件，组织落实卫生保健方面的措施，减少和消灭各种传染病。

俄罗斯各级卫生防疫服务系统的组织结构与国家卫生管理体制是一致的。俄罗斯卫生防疫工作由国家主任卫生医师通过俄罗斯保健卫生防疫管理总局进行领导。各共和国、州、自治区卫生防疫工作由相应的国家主任卫生医师通过共和国一级的卫生防疫站来领导。每个共和国、州、自治区、市均建有州、市、区卫生防疫站，主管所辖地区受监督单位的预防工作和日常卫生监督工作，贯彻执行卫生防疫措施。

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组织和实施国家卫生监督任务，实施减少和消灭传染病的卫生防疫措施；健全和改善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部门的劳动卫生条件，采取措施预防和消灭职业病；保障放射性安全；保护水源、土壤、大气的环境卫生；建立监督各种有利于少年儿童正常发育的卫生条件，在居民中广泛开展各种医学和卫生保健知识的普及宣传教育工作。

国家卫生防疫部门的主要工作是：（1）明确划分卫生防疫监督和治疗预防机构之间的工作职能。（2）保护俄罗斯境内的防疫安全，防止境外带有特别危险传染病的人和植物，以及有毒物质进入俄境内。（3）使用新的卫生防疫监督技术，加强和其他监督及监测部门的协作。（4）完善卫生防疫部门工作的经济机制，制定正常的拨款标准。（5）加强卫生防疫部门的组织法律地位，建立地区部门职能的法律基础。（6）改革居民卫生宣传和教育体系，建立居民自我健身制度。

二 医疗服务

（一）医疗机构

俄罗斯有种类齐全的医院门诊部，各种专业的医务人员和医学科研机构。卫生机构的建设及其设备的完善一般由国家拨款进行。

2001年俄罗斯约有400万人从事医学工作，分布在医学科研部门、医疗预防机构、门诊及各企业单位的卫生部门。全国约有1.1万所医院，共有165万张床位，平均每万人有115张床位。在医务人员中，医生有68万人，平均每万人有47名医生。

表6-1 俄罗斯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数

[image: ]


（二）医疗机构改革

俄罗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单一所有制的医疗机构进行了改革。在维护国家和地方卫生保健机构的主导地位以及保持这些机构在专科门诊和住院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对国家和地方医疗机构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同时发展个体所有制的非商业性医疗组织，鼓励建立混合型所有制的医学机构和企业，促进各种所有制医学和药物服务形式的发展。在实行医疗机构私有化的过程中，分阶段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划分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把不能承担国家部分卫生保健任务的国家和地方医疗机构改组为私营非商业性组织。在医疗机构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全国的医疗服务体系。

实行医疗机构改革后，各种所有制的医学和医疗机构及组织，参加国家和地方卫生保健项目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国家直接下达的方式改为以竞标的方式参加国家和地方的卫生保健项目。在竞标过程中，各种所有制医学和医疗机构和组织享有平等的权利。夺标者要和国家、地方有关部门的卫生保健机构签订项目合同。承接国家项目可享受税率优惠。

（三）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改进医疗服务的主要方面是：把部分价高的住院服务范围转到门诊部门；发展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卫生保健的效率。

在医疗服务体系中，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居民获得医疗服务的基本环节。

发挥普通实习（家庭）医生的重要作用。通过激励和竞争机制提高普通实习医生的责任心，向病人提供合理的医疗服务，并保证治疗的连贯性。

门诊部门使用专门的实验室和医疗设备发展咨询诊断服务。在此基础上开设康复、治疗和护理门诊，白天住院科和门诊外科及社会医学服务中心等。

发展和加强新的医疗服务形式之间，以及现有的诊疗所、门诊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在联邦、地区和市一级改革住院医疗服务。根据医疗任务的轻重缓急改组病房结构，降低无效的住院率，缩短住院时间。同时扩大白天住院和短期住院的治疗范围，推广住院替代技术。在医院床位结构中，监护床位应占15%以下；康复治疗床位应占50%以下；慢性病长期治疗床位应占15%。

恢复跨地区和跨地段的专科医疗中心。根据已有医院状况、拨款来源和医院等级，使公民有条件享受专科治疗。

在每个不同的医院和治疗阶段之间明确划分治疗任务。建立更高水平的统一医疗服务管理和拨款体制，全面执行地区强制性医疗保险。探索建立一种符合居民需要和医疗经济效益高的医疗服务模式。

三 医疗保障

苏联实行的是免费的医疗保障制度。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医疗保障制度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建立保险医疗系统。有关法律规定，组建保险医疗系统的原则是：（1）强制与自愿结合；（2）公民普遍参加强制性医疗保险；（3）中央与地方合理划分管理的权限；（4）保证参加强制性医疗保险的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5）在强制性医疗保险范围内免费提供医疗服务。

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始建于1991年，1994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实施，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强制性医疗保险基金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企业、组织等投保单位缴纳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费；第二，国家预算拨款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儿童、残疾人、退休人员和其他非在业人员的医疗费用；第三，从事个体劳动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公民缴纳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费。

（二）强制性医疗保险基金会

它的基本职能是：保证国家实施在强制性医疗保险方面的社会政策，负责强制性医疗保险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监督和检查医疗机关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到2001年初，除了联邦强制性医疗保险基金会外，在全国建立了91个地方性（89个联邦主体和2个城市）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基金会和1129个分会，有362个医疗保险组织和7630个独立的医疗机关保险基金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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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制性医疗保险卡

它是体现医疗保险者、医疗机关和被保险人三者之间协作关系的一种契约，是患者求医看病的法律凭证。患者凭署名的医疗保险卡和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本地区的医疗保险系统的医院和诊所就医，并在合理的条件下有权选择医院和医生。到2001年初，俄罗斯13730万居民参加了强制性医疗保险，其中13390万人即94%的俄罗斯人持有医疗保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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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医学科学研究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以及其他国家与地方的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医学院校主要从事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许多大型医疗机构也进行多学科的应用医学课题的研究工作。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是俄罗斯医学科学研究的最高研究机关。它的职能是：确定和研制医学领域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最重要方向；组织、协调和培养高级科研人员。医学科学院参与研制联邦和部门规划中的科研课题，它同时也是医学基础研究的国家级管理者。

俄罗斯卫生保健部的任务是确定应用研究的优先方向。该部是全国卫生保健领域的国家管理者。其职责是制定并协调全国实现居民健康保护计划，以科学观点保障国家对流行病的监督。

在跨部门科学委员会框架内，俄罗斯卫生保健部和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对全国科研规划进行综合监督，并向政府提出推广和有效利用医学科研成果的建议。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卫生保健部和科学技术部负责协调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与科研所、医学生物机构及组织的相互协作，制定和实施加强国际合作措施，以及解决全俄医学科学中的重要问题。

俄罗斯医学科学的科研任务，主要通过划分科研管理者（订货人）和科研人员（执行者）的职责来完成。管理者保障拨款，对科研计划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科研人员制定计划，与管理人员一起完成和开展科研开发。科研课题的经费通过招标的形式进行划拨和分配。医学科学研究课题的招标工作，由跨部门的招标委员会进行。俄罗斯鼓励实行多渠道拨款体制，吸收预算外资金来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工作。

在医学科学研究中，俄罗斯开始注意提高科研人员在科研成果中的经济利益，保护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鼓励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从事能替代进口产品并有助于发展国内医学工业的研究项目。

俄罗斯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优先方向是：生物和生物工程的物理化学原理，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质、多聚糖）的结构与功能；低分子生物调节剂的结构与功能；人、动物、植物和单细胞生物的染色体组，基因生物学，细胞内的信息传递，对遗传信息载体的定向作用；细胞内和无细胞条件下的遗传信息表达；酶的作用机理及酶利用的生物工程学问题；生物力学和光合作用；细胞、细胞器、膜板和膜的结构与功能；细胞的受体与介体，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免疫分子原理，病毒与细胞的相互作用；未征服的和新的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生物系统中的自组织和非线性过程；物理因素对生物系统的影响，放射生物学；微生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微生物在生物工程中的利用；植物生理学，植物与微生物共生，植物生物工程学；生物学中的数学模型，生物信息学；普通生物学和生态学；水、地面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组织，种群动态和群体稳定机制；生物多样性的分类、状态评估与保护，生物资源，动植物界的合理利用；遗传学理论基础和育种新方法的研究；植被的生长发育与结构，土壤的生物圈功能；生物个体发育过程调节机制的研究；生物进化的古生物学问题，进化形态学；动物行为的生态与进化问题；动物的信号联络系统，人与动物机体活动、发育和稳定的生理机制；人类高级心理机能和行为组织的大脑机制，感觉与运动系统的功能机制，细胞功能的分子调节机制，以及适应的生理机制等。

在俄罗斯居民的死因谱中，占首位的是心血管疾病，其次是肿瘤、意外事故、中毒和损伤。在上述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是呼吸系统疾病（占总发病率的35%以上），其次是神经系统、血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疾病。俄罗斯临床医学的科研重点是肿瘤、心脏病、妇幼保健和新药研制等。

第五节 体育

一 体育管理制度

俄罗斯的体育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在苏联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苏联的体育管理制度分为政府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两大系统。体育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苏联部长会议，职能机构是苏联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苏联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要通过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市、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来行使管理职能。

原国家体委是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有近1500名工作人员。另外，还有“斯巴达克”、“丰收”等体育协会以及军队体育和迪纳摩组织。据保守估计，仅莫斯科管理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官员就有近2000人，每年拿固定工资和奖学金的运动员有4600人，教练员1200人。此外，奥运会冠军每个月的附加工资是500卢布，这相当于一个州委第一书记、部长或科学院院士的工资。国家体委系统还包括几十家体育企业、出版单位、训练中心、图书馆乃至电影厂等。

苏联的社会体育组织主要是各单项体育运动协会和志愿体育团体两大类。解体前，苏联共有40个志愿体育团体，其中十个属于行业系统，即军队、公安、机械、军工、地方工业、铁路、海运、职业技术教育、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十大职业体育团体。其余30个志愿体育团体分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管辖：即15个加盟共和国厂矿企业体育协会和15个加盟共和国农村体育协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上延续了苏联时期建立的体育管理制度。前苏联奥林匹克委员会改为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编制仅110人。体委（包括旅游）仅100人的编制，其中一半是管理旅游和疗养事业的干部。直接领导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专家都到了各单项协会。在卢日涅茨基体育大厦（原国家体委楼）工作的是来自63个单项协会的2000名工作人员。

在政府中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管理全国的体育事业。各个志愿体育团体继续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所不同的是，由于连续多年的经济危机，国家和各志愿体育团体的体育经费十分困难。过去，体育经费主要由国家和工会拨款。而经济转轨过程中，体育经费除了部分仍由国家和工会负担外，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向企业界筹集。

二 体育人才的培养

俄罗斯是体育人才辈出的国家，它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运动员及为数不少的世界著名运动员和世界纪录创造者。俄罗斯大批优秀运动员是在全民健身的基础上，在完善的体育设施、先进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体系中培养出来的。

（一）开展全民体育活动

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十分广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国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0%；到苏联解体前，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已发展到占总人口的35%以上。

表6-2 体育设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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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俄罗斯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在全国普遍实行“劳卫制”。“劳卫制”由两个部分组成：少年劳卫制和普通劳卫制。少年劳卫制适用于中小学生。普通劳卫制适用于青年学生和其他劳动者。普通劳卫制一般分为三级。每个级别的劳卫制都规定不同的、需要掌握的体育知识、技能、部分运动项目的测验及标准。劳卫制的测验项目往往通过体育比赛的形式，比如校际、厂际，以及班组之间的体育比赛进行。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劳卫制，体育运动逐渐深入到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中。全民体育活动，不仅增强了劳动者的体魄，而且为选拔优秀的后备体育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体系

俄罗斯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体系包括高等体育院校、普通高等院校的体育系和体育科学研究机构。

1.高等体育院校系统

高等体育院校是俄罗斯主要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的基地。俄罗斯最大和最著名的高等体育院校是莫斯科国立中央体育学院（俄罗斯独立后改名为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和圣彼得堡体育学院。这两所高等体育学府都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建立的。

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国立中央体育学院设立四个系：运动系、教练系、体育师资系和函授系；有教授、博士30余人，副教授、副博士180多人，不仅拥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力量，而且具有完善的体育设施、良好的运动器材和科学实验室。苏联时期，莫斯科国立中央体育学院培养出来的运动员所夺取的奥运会金牌约占全苏奥运会金牌总数的1/5。从1967年起，该学院还设立了干部教练培训系，开始对现役的教练员以及体育院校的教师进行培训。截至1996年，全国及国外参加培训的人员有3.6万人。1996年12月底，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在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干部教练培训系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俄罗斯体育干部培训学院。该学院的主要目标是：积极培训各类体育人才，备战奥运会。

圣彼得堡体育学院是与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齐名的高等体育学府。它有一流的体育教学设备和同样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力量。在苏联时期，曾同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一样，获得过“列宁勋章”。

除了专门的体育院校外，在俄罗斯综合性的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还设立了体育系，专门培养运动员和体育师资人才。因此，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大都拥有一批青少年优秀运动员。

2.专业化训练系统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跻身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苏联（包括俄罗斯）一直实行与美国对抗的“奥运战略”。几十年来，在实施“奥运战略”的过程中，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以国家专业运动队为主导的专业化的运动员训练系统。专业化训练系统是一个三级训练网：最基层的一级是普通少年体育学校、寄宿体育学校和奥林匹克后备力量专项少年体育学校；第二级是高级体育技术学校和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第三级是国家队。在这种训练系统下，具有体育天赋的少年体育人才通过各种渠道被发现，并在不同类型的少年体育学校接受初级训练，然后逐级向上输送。

苏联解体前，全苏共有5000多所普通和专项少年体育学校，40多所寄宿体育学校，100多所高等体育技术学校，其中俄罗斯的各类体育学校均占半数以上。

3.体育科学研究机构

俄罗斯的体育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多层次、多学科相互配合的体育运动技术和运动医学的研究体系。它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各专业体育科研人员与教练员、运动队和随队医生组成的科研课题小组；第二个层次是各体育科学研究所和高等体育院校的科研力量。在俄罗斯的体育科学研究队伍中，各体育科研所和高等体育院校的科研力量发挥了主导的作用。

俄罗斯的体育科学研究机构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四个专门的体育科学研究机构中，俄罗斯占了半数：莫斯科的全苏体育科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体育科学研究所。前者是全国的体育科学研究中心，后者主要研究运动训练的理论与实践。高等体育院校担负着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它们除了具有一流的科研人员外，还拥有庞大的体育运动技术、运动器械和运动医学的研究设施。其中，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就拥有3座实验和科研楼，20多个各种各样的实验室。此外，在一些大的部门和行业体育团体中也拥有自己的体育科研人员和运动医学专家。他们分布在各个运动队，从事具体的运动项目的研究和指导。

三 体育运动技术水平

苏联以及独立后的俄罗斯是世界体育强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苏联一直与美国对抗，在重大的综合性国际体育比赛中角逐奖牌总数的第一名。从1952年苏联第一次参加的第15届夏季奥运会（赫尔辛基）到1988年的第24届奥运会（汉城）的9届奥运会（1984年苏联抵制参加在美国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中，苏联6次获得奖牌总数的第一名。在1956～1988年间参加的9届冬季奥运会中，苏联7次获得奖牌总数的第一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共同组建独联体队，参加了1992年第25届夏季奥运会（巴塞罗那）。在独联体队中，俄罗斯的运动员有277人，占全队总人数的56%（前一届俄罗斯的运动员为246人，占47%）。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独联体队共获得45块金牌、38块银牌和29块铜牌，夺取奖牌总数的第一名。其中俄罗斯的运动员共获得17块金牌、16块银牌和9块铜牌。1996年俄罗斯单独组队，参加了第26届夏季奥运会（亚特兰大）。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俄罗斯共派出409名运动员（男242人、女167人），参加了除足球、曲棍球、垒球和马术以外的21个大项的比赛。参赛的人数之多是俄罗斯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次奥运会上，俄罗斯队取得了26块金牌、21块银牌、16块铜牌和团体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2000年俄罗斯参加了第27届悉尼夏季奥运会，俄罗斯代表团由741人组成，其中运动员453人，平均年龄26岁。获得金牌32块，银牌28块，铜牌28块，取得金牌总数第三名的好成绩。

表6-3 苏联、独联体和俄罗斯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的奖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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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共同组建的独联体队参加了1992年第16届冬季奥运会，共获得9块金牌、6块银牌和8块铜牌。1994年、1998年和2002年俄罗斯还单独组队先后参加了第17届、第18届和第19届冬季奥运会，分别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

表6-4 苏联、独联体和俄罗斯在历届冬季奥运会上的奖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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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5日，俄罗斯赢得2014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这届冬奥会将在俄罗斯南方度假胜地索契举办。与此同时，俄罗斯代表团在连续两届冬奥会上的表现欠佳。其中在俄罗斯2006年都灵冬奥会奖牌榜上跌出前三名，位列第4，而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俄罗斯的奖牌总数位更是跌至第11位，是（苏联）俄罗斯参加冬奥会以来的新低，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广泛的关注。

俄罗斯作为世界体育强国，其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几乎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都是很高的。无论在田径、体操、举重、球类、冰雪运动、水上项目上，还是在摔跤、射击与射箭、自行车与击剑、棋类项目以及军事体育项目中，都拥有一批国际知名的体育明星和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例如在田径项目上，俄罗斯派出90名运动员参加了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其中，有31名运动员进入前8名：获得3枚金牌、6枚银牌、1枚铜牌。在这次奥运会上，莫斯科的女运动员斯韦尔特兰娜·马斯捷尔科娃不仅夺得800米和1500米的金牌，而且还打破了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1996年她被评为俄罗斯、欧洲和世界最佳运动员。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俄罗斯选手叶莱辛娜和谢尔盖·克柳金分别获得女子跳高和男子跳高金牌，伊琳娜·普里瓦洛娃获女子400米栏金牌，拉里莎·佩列申科获得女子铅球银牌，塔季扬娜·列别杰娃获得女子三级跳远银牌，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夫获男子20公里竞走铜牌。

苏联和俄罗斯是体操运动十分普及和长盛不衰的国家。竞技体操历来是苏联和俄罗斯在奥运会上的主要得分项目。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俄罗斯参加的独联体体操队，在竞技和艺术体操项目的比赛中获得了10枚金牌、4枚银牌、6枚铜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俄罗斯体操队有14人进入了前8名，共获得了3枚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男子队获得团体冠军，女子队获得团体亚军。在1997年的洛桑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俄罗斯女子队获得团体亚军，男子队获得季军。

几十年来，苏联和俄罗斯涌现出了几十位世界级的体操运动员，如安德里亚诺夫（曾经参加1972、1976和1980年3届奥运会，共获得7枚金牌）、阿尔捷莫夫（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比洛泽尔采夫（在1988年奥运会获得3枚金牌、1枚银牌）和博金斯卡娅（在1988年奥运会获得2枚金牌、1枚银牌）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俄罗斯获得艺术体操团体金牌，叶连娜·扎莫洛奇科娃获女子自由体操和女子跳马2枚金牌，斯韦特兰娜·霍尔金娜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和女子自由体操银牌，伊琳娜·卡拉瓦耶娃和亚历山大·莫斯卡连科分别获得女子蹦床和男子蹦床金牌，阿列克谢·涅莫夫获男子个人全能和男子单杠2枚金牌以及男子自由体操银牌。俄罗斯获得体操女子团体银牌。

苏联素有“举重王国”之称。举重一直是苏联在奥运会的主要得分项目之一。在苏联解体前的近30年间，苏联运动员始终保持着近半数项目的举重世界纪录。80年代中期，由于保加利亚举重队的崛起，苏联在举坛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俄罗斯参加的独联体举重队获得了5枚金牌、4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俄罗斯举重队有10人参加了举重比赛。其中6人进入了前8名，共获得2枚金牌。其实力虽然难以与苏联时期相比，但在国际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俄罗斯选手波波娃获女子举重63公斤级银牌，阿列克谢·彼得罗夫获男子举重94公斤级铜牌。

球类运动项目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发展很不平衡。苏联和俄罗斯篮球的水平在世界上属于一流。自195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在历次奥运会的比赛中，苏联男子篮球队一直保持前三名的位置。在1972年和1988年的奥运会上曾两次获得篮球比赛的冠军。苏联女子篮球队在世界篮坛的战绩强于男篮。1959～1983年，苏联女篮6次连夺第3～9届（没有参加第8届）世界女篮锦标赛的冠军。1976年第21届奥运会把女子篮球列入比赛项目后，苏联连续获得两届奥运会女子篮球的金牌。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女子篮球的水平呈下降的趋势。在90年代的重大比赛上，苏联队和俄罗斯队甚至进入不了世界前三名。

苏联男女排球队都是世界强队，都曾获得过奥运会、世界杯和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在苏联参加的6届奥运会排球赛中，苏联男队获得过3次冠军、2次亚军和1次第三名；女队获得过4次冠军和2次亚军。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男女排球的水平有所下降。经过几年的调整，女队走出了低潮。在1988年奥运会上获得了冠军。90年代以后，俄罗斯女子排球队一直处于世界强队的前列。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俄罗斯女排获得银牌。

苏联和俄罗斯是世界冰雪运动的强国。1956～1988年，苏联在参加的9届冬季奥运会上共获得78枚金牌、57枚银牌和59枚铜牌。苏联和俄罗斯的运动员在世界性速度滑冰、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中都创造过辉煌的战绩。著名的苏联女运动员斯科勃利科娃曾获得过6枚奥运会速度滑冰的金牌。著名的俄罗斯女运动员拉祖金娜曾参加了1992年，1996年，1998年3届冬季奥运会，在越野滑雪项目的比赛中，共获得了5枚金牌。

苏联和俄罗斯是冰球运动开展最广泛的国家之一。1956～1988年，苏联在参加的9届冬季奥运会中，曾经7次获得冰球比赛的冠军。1957年苏联参加了世界冰球锦标赛，获得了冠军。此后，苏联队又连续10次获得世界冰球锦标赛的冠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冰球队仍然跻身于世界强队的前列。

游泳是苏联和俄罗斯在奥运会上主要的得分项目之一。在1964年奥运会上获得第一枚游泳金牌后，苏联的游泳运动员在奥运会的比赛中获得过十多块金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俄罗斯游泳队有15人进入前8名，共获得4枚金牌、2枚银牌和2枚铜牌。70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运动员在世界性游泳比赛中曾经多次创造过世界纪录。从1979年到80年代末，著名的苏联运动员萨尔尼科夫多次打破400米、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90年代，俄罗斯游泳新星波波夫在世界泳坛上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波波夫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50米和100米自由泳4枚金牌，一时名声大噪。他在连续多年的世界性游泳比赛中，几乎囊括了5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全部冠军。

苏联和俄罗斯在拳击和摔跤等竞技项目中具有雄厚的实力。50～80年代末，苏联在参加的9次奥运会拳击比赛中，共获得14枚金牌、19枚银牌和18枚铜牌；在9次奥运会古典式摔跤比赛中，连续9次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获得34枚金牌；在9次奥运会自由式摔跤比赛中，6次获得团体总分的第一名，共获得28枚金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单独组建的俄罗斯队各有7人分别进入古典式和自由式摔跤前8名；还有7人进入拳击比赛的前8名：共获得1枚自由式摔跤金牌、3枚古典式摔跤金牌和1枚拳击金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俄罗斯选手萨伊托夫获得拳击67公斤级金牌，马克奥汉诺夫获自由式摔跤63公斤级金牌，莫塔萨里耶夫获自由式摔跤97公斤级金牌，穆拉特·卡尔达诺夫获古典式摔跤76公斤级金牌。

国际象棋是苏联和俄罗斯最主要的棋类项目。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雄厚的后备人才。在50年代以后，世界最高水平的国际象棋选手大都集中在苏联。苏联培养出来许多著名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如50年代的鲍特温尼克、60年代的鲍利斯·斯帕斯基、70～80年代的阿·卡尔波夫以及80～90年代的卡斯帕罗夫和迈娅·奇布尔达尼泽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象棋的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除了上述的俄罗斯选手外，还涌现了一些后起之秀。加里亚莫娃1988年夺得世界青年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1990年获得世界冠军挑战者候选人区际赛冠军。

四 国际体育交流

苏联和俄罗斯一直活跃在国际的体育舞台上。战前，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苏联参与国际体育交流的活动较少。50年代后，随着参加奥运会等国际性重大的体育赛事的增加，苏联同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日益频繁。在解体前，苏联参与国际体育交流的主要形式是：第一，全面参加国际性综合运动会和单项运动会，如奥运会、各个单项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第二，举办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如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了第22届夏季奥运会。

在冷战时期，由于“两个阵营”的存在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参与国际体育交流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往往把体育赛场作为与西方政治角逐的竞技场。为了报复西方国家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抵制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国际环境中，苏联与西方在体育人员和体育竞技科学研究方面的交流比较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开放政策，它不仅积极争取举办和全面参加各种重大的国家体育赛事，而且扩大了体育人员和体育科技的交流。90年代以来，俄罗斯在经济困难和资金短缺的条件下，承诺举办一系列重大的国家体育赛事，其中，俄罗斯已于1998年7月在莫斯科举办了第1届世界青年运动会，这是最重要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之一。

第六节 新闻出版

一 新闻出版及其管理体制

苏联时期，新闻、出版、广播和电视是苏共控制的舆论宣传阵地，由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具体规划和管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市场化经济改革，新闻、出版、广播和电视部门和企业除少数保留为国营之外，其余均实行私有化，分别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或私人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这些舆论宣传阵地很大程度上受到它们的控制，大部分媒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派别色彩。

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俄罗斯联邦《大众媒体法》，新闻媒体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截至2003年7月4日，《大众媒体法》经过十多次修订。

1994年前，俄罗斯新闻出版事业由俄罗斯联邦新闻和信息部管理。1994年以后，改由俄罗斯国家出版委员会管理。1999年，叶利钦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撤销国家出版委员会，设立俄罗斯联邦出版、电视广播和大众媒体部。该部在新闻出版方面的主要职能是：

（1）管理中央和地方大型印刷企业；

（2）协调全国6000余家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对承担出版联邦出版纲要图书的出版社予以财政帮助，如教科书的出版，国家重点图书的出版等；

（3）管理中央与地方的报刊；

（4）协助原国有出版社逐步向私有化过渡。

苏联时期的版权业务统一由全苏版权代理公司（成立于1973年，名义上是民间机构，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苏联解体后，这项业务一度由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的知识产权局统一管理。1994年该局改为俄罗斯著作权协会，主要负责作品版权业务的管理。俄罗斯著作权协会在全国设5个分部，其经济来源主要是手续费；各分部的工作是收取著作权使用费，扣除手续费之后全部上缴总部进行分配。近两年来，该协会的收入有所增加，如从电视台、广播电台可收取电视台经费的3.5%和广告收入的3%，从演出场地也能收取到一定的费用。

俄罗斯政府于1993年7月颁布《俄罗斯联邦著作和邻接权法》，1995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并宣布继承苏联于1973年加入的《世界版权公约》。

二 出版事业的发展

苏联是世界出版大国，有300多家国有出版社，绝大部分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两大城市。这些出版社用69种国内各民族文字和54种外文出版图书，年出书种类达8万多种，发行量达25亿册；出版报纸8000余种，每天发行2亿份；出版期刊5000余种，年发行总量达40亿份。全国有2000多家印刷厂，其中大型印刷厂60个，特大型综合性印刷厂5个；图书销售网点——有1.8万家大型书店，6.2万家小书亭。

1992年以后，俄罗斯出版事业发生较大变化。主要是：第一，国有出版社系统实行私有化，绝大部分出版社改为股份制。截至90年代中期，原有的300家国有出版社除30家仍然保留国有之外，其余200多家均改为股份制出版社或出版企业。第二，国家大幅放宽对出版社的控制，鼓励发展私人出版社或出版企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个人申办出版社只需向国家出版委员会申请登记，交纳注册资金即可。因此，近年来各种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大量涌现。90年代中期，俄罗斯已有各类出版社6000余家。出版社数量虽然增多，但图书的品种和发行量却大大下降（见表6-5）。出版品种和发行量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读者购买力降低。

90年代初期，充斥图书市场的主要是西方侦探、言情小说及色情小说、占卜类小说等和丛书。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出版事业的管理和图书市场的治理。

表6-5 俄罗斯图书、期刊、报纸出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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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图书市场完全市场化和被出版商垄断，1995年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制定联邦出版纲要的行政命令，明确规定国家对各类教科书、儿童读物、科普读物、经典作品、重要且有纪念意义的书籍等的出版实行财政补贴。凡经国家财政补贴出版的图书及杂志均印有“联邦出版纲要”的标志，其印数虽不多，但价格便宜。1996年联邦出版纲要国家预算拨款约500亿卢布（800万美元）。由于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图书市场上高品位的出版物开始增多。1996年图书市场古典作品的比重比1995年增长好几倍。诸如《俄罗斯古典散文和诗歌》《莎士比亚戏剧集》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著名作家和世界文豪的多卷本文集重新受到读者的青睐。各种百科全书、手册指南、经济类图书以及历史、宗教和哲学类图书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三 广播与电视

1999年7月6日，叶利钦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撤销联邦广播电视局，设立新的联邦出版、电视广播和大众媒体部，由该部负责协调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在全国和各地区的业务活动；协助向国内外报道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并在解决节目制作以及广播电视领域的技术与财务问题时执行统一的国家政策；负责对国有和非国有广播电视台发放许可证，负责对国有广播电视台分配国家经费，管理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播出业务。

1997年8月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广播电视法》。该法律允许政府、私营的和非商业广播公司同时并存运营，更详细地规定了许可证的范围，制定了特殊广播、尤其是紧急状态公告和儿童节目的管理办法，简化了建立广播公司的审批手续。该法律规定对外国投资和许可证发放要进行合理的数量限制，以保护本国电视广播节目的制作者。

俄罗斯广播电视业正朝着集团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从1995年初开始，各大金融工业集团纷纷向广播电视注入资本，积极收购电子媒体。经过多次收购兼并和分化重组，俄罗斯广播电视业形成数个媒体巨头。俄罗斯天然气集团的子公司“天然气工业-梅季亚”掌握公共电视台3%的股份、“普罗米修斯广播电台”100%的股份和部分地方电视台的股份，2002年，更是通过一系列法律程序，获得了原“桥-梅季亚”集团旗下的“独立电视台”和“莫斯科回声电台”的控股权。

到90年代中期，俄罗斯共有90家国有和800多家非国有广播电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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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视

目前，俄罗斯三家最大的电视台是：第一频道、俄罗斯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

1.第一频道

原名俄罗斯公共电视台，2002年改为现名，是俄罗斯最大的一家电视机构，上市公司，1995年4月1日开播，全天24小时播放节目。

俄罗斯横跨12个时区，由东至西分5个广播区。为了使各地观众能在当地时间收看到节目，第一频道为每个广播区专门制作并播出节目，覆盖俄罗斯98%的居民区，独联体95%的居民，共有2.75亿人可以收看到它的电视节目。

该电视台的节目通过700个大功率（从1千瓦到50千瓦）和8000个小功率（从1瓦到100瓦）发射机转播，还通过7000个地面站，使用22万公里长的地面通信线路和8颗卫星进行转播。

第一频道成立之初，国有资产占51%。1997年12月该台进行资产重组，之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45%的股份，38%的股份由银行财团（农业储蓄银行、梅纳捷普银行、联合银行、阿尔法银行）掌握，俄通社—塔斯社和电视技术中心分别占3%的股份，洛戈瓦斯汽车公司和天然气工业公司分别占8%和3%的股份。经过本次改组，第一频道的控股权实际上掌握在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手中。

2000年总统大选之后，联邦政府通过资产重组，收回了第一频道的管理权。

该台播放的新闻节目主要由电视新闻社制作，娱乐、政论、儿童、科普等节目则由专门的制作公司制作（版权协会、REN—TV、“奥斯坦基诺”公司）。

2.联邦国营企业“俄罗斯电视台”

国有企业，由联邦出版、电视广播和大众媒体部管理。该台在俄罗斯电视系统中的第二频道播出，有5套节目，一套对俄罗斯欧洲部分，4套对俄罗斯东部不同时区，每周播放112小时。“俄罗斯电视台”的收视率为53.5%，低于第一频道的65%。该台主要使用国家广播电视中心制作的节目、电视片和电影，播放进口的电视片和电影不多。

3.独立电视台（НТВ）

上市公司，于1993年10月开播，是俄罗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私营电视机构。目前，独立电视台的控股权属于“天然气工业—梅季亚”公司。

独立电视台的编辑部班底来自“奥斯坦基诺”电视台。该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定期播放大量的世界著名故事片、获奖片。从播放的节目看，国内制作的节目仅占30%，引进节目占70%，其中室内剧又占70%。

4.联邦国营企业——国家电视公司“文化”

全俄国家电视频道“文化”创建于1997年8月25日。这是目前唯一一家没有广告的全国性电视频道。1997年11月1日正式开播，每天播出的节目为16.5小时，其中自制节目5小时。

5.“电视中心”（ТВЦ）

上市公司，俄罗斯主要电视台之一，节目覆盖俄罗斯77个地区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每天播出的节目时间为18个小时。1997年6月9日正式开播。电视中心主要报道莫斯科市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其中新闻、政论性节目和文艺片拥有固定的观众群。

6.财经频道

2003年9月2日，俄罗斯第一个专业财经电视频道（РБК-ТВ）开播。该频道主要报道国内外金融市场、财经政治新闻、财经报刊分析、专家对财政经济问题的评估与分析，以及有关俄罗斯财经市场的一些特别节目。

俄罗斯闭路电视在1989～1990年间开始发展，近年来进展迅速。各大城市的居民均可以收看到有线电视节目。闭路电视在莫斯科发展得更为迅速，现有150家专门播有线电视的公司。其中莫斯科市政府所属最大的一家公司拥有近300万用户，转播14套电视节目。

1996年，俄罗斯的卫星电视在莫斯科开办两个付费频道，通过卫星传送节目。独立电视台新频道HTV-plus自1996年9月开播以来，通过卫星传送4套节目：一套节目专门播放俄罗斯影片，一套节目是外国影片和成人片，另两套分别播放体育节目和音乐节目。俄罗斯约90个城市能够收看到该台的节目。独立电视台新频道（HTV-plus）还对独联体国家转播节目，此外，它还把以色列、欧洲和美国的讲俄语的人作为转播对象。

（二）广播

俄罗斯主要广播电台有俄罗斯广播电台等。

1.俄罗斯广播电台

对国内广播，是俄罗斯听众最多的电台之一，于1990年12月10日开播。1991年8月22日改制为国家广播电台。节目涵盖新闻、音乐、社会、文学和知识等方面。

2.“歌手”电台

国家广播电台，专门播放古典音乐。“歌手”意为希腊神话中诗人和歌手俄尔忒斯。1995年10月6日成立，发起人是俄罗斯联邦政府。现属于“航标灯”电台。

3.“航标灯”电台

该台于1964年8月1日零时首播。2000年4月26日，“航标灯”电台开始在莫斯科地区使用调频波段播出。至此，该电台成为俄罗斯唯一一家在所有频段进行广播的电台，在国内外拥有广泛听众群。

4.“俄罗斯之声”国家广播公司

其前身是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1929年10月29日开播，后多次改名。1993年，改名为“莫斯科国家广播电台”，附属“奥斯坦基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993年12月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宣布将“莫斯科国家广播电台”从“奥斯坦基诺”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对外广播电台，并同时改名为“俄罗斯之声”国家广播公司。

“俄罗斯之声”国家广播公司下设7个总编辑部：新闻中心；英语广播总编辑部；对拉丁美洲、西班牙、葡萄牙语广播总编辑部；对东、西欧国家广播总编辑部；对亚洲国家广播总编辑部；对中近东国家广播总编辑部及节目控制中心。“俄罗斯之声”现用33种语言播出节目，全天播出时间共计95小时30分钟。

5.莫斯科“欧洲之声”广播电台

1990年4月成立，该台的节目覆盖俄罗斯的7个地区：莫斯科、圣彼得堡、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伏尔加格勒、萨哈林、陶里亚蒂。莫斯科“欧洲之声”是俄罗斯第一家音乐台，主要播放音乐节目。该台同时还播放经济信息、音乐生活、体育新闻、国际新闻、交通新闻、商业信息、城市新闻。现该台的听众约有3600万人，收听率在俄罗斯居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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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斯科回声”电台

从1990年8月22日开始播出。最初由莫斯科市执委会根据苏联对外广播电台法语节目编辑部几个工作人员的倡议成立。最初的发起人包括莫斯科市执委会、“无线电”协会、“星火”杂志编辑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94年起控股权属于“桥-梅季亚”公司。2001年起，“莫斯科回声”电台的控股权属于“天然气工业”集团。

7.“公开电台”

用俄语和英语播出节目，1992年3月1日正式对外播出，每天播放19小时。该台除自己制作广播节目外，还转播“BBC”、“自由之声”和“美国之音”电台的节目。

8.“和平跨国广播电视总公司”

1993年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8国政府共同组建的跨国广播电视公司，下设广播公司和电视公司，公司总部设在莫斯科。参加跨国广播公司的各成员国都组建了自己的代表机构，独立、自主、平等地制作本国的广播节目。这些节目预先传送到莫斯科，由俄罗斯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最后加工，然后播出。

和平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每天（除星期六和星期日）从早晨7：10开始通过奥斯坦基诺电台播放，每次约7分钟。11：35～12：00为新闻音乐节目，14：00～14：30每周5次播出文学时政节目和音乐会。

上述各节目在所有成员国都能收听到，而且还在听众方便的时间和熟悉的频道重播和转播。

对于前苏联大多数居民来说，“和平跨国广播电台”是了解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现状的唯一重要信息来源，其节目内容反映独联体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颇受欢迎。

四 报纸与期刊

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报刊只有几百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仅公开征订的报刊就超过5000种，其中报纸800余种，刊物4600余种。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报刊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结构转型，普遍都遇到报刊印数下降、纸张价格上涨、资金拮据等问题。在私有化过程中，报刊业实际上已被俄罗斯几大金融工业集团和政治派别收购兼并。例如，“桥-梅季亚”集团掌握着《今日报》《共同报》（周报）、《团结》杂志、《七天》报、《电视广播节目报》的股份；联合进出口银行拥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俄罗斯电讯》《专家》杂志的股份；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劳动报》《工人论坛》《职业》杂志和部分《新日报》的股份；洛戈瓦斯汽车工业集团拥有《独立报》《星火》杂志和部分《新日报》的股份；农业储蓄银行拥有《商人日报》《商人周刊》《货币》杂志、《首都》杂志、《家政》杂志的主要股份；俄共掌握的报刊有《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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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综合性报刊

1.政府报刊

在全国综合性报刊中，反映政府观点的政府机关报不到10种。主要有联邦政府办的《俄罗斯报》、总统办公厅办的《俄罗斯消息报》、国防部办的《红星报》以及《贸易报》《俄罗斯统计》杂志等。

《俄罗斯报》和《俄罗斯消息报》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40个城市同时印刷，1994年发行量达122万份。主要刊登官方重要消息、总统令、政府决议、立法文件，但互不重复。《红星报》主要报道军队的状况、军事演习、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国内外军队和兵器情况。

2.民办报刊

《消息报》原为国家机关报，现为民办报刊，一般支持激进民主党派、政府的观点，全国发行。《今日报》和《独立报》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发行，以时事政治消息和评论见长，并自称不代表任何政治派别。《今日报》用相当篇幅和版面报道经济方面的消息。《独立报》从1998年1月开始由每天16版扩大为每天24版，是各种日报中版面最多的一种报纸。《独立报》经常发表政治性评论文章，反映国家的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方针以及在野党派的动向，同时，也报道独联体国家的消息。该报自1997年以来开始不定期出版专刊。例如：《方案》《科学》《人物》《图书》《文化》《宗教》《军事观察》等十几种副刊。该报于1997年开始发行俄罗斯国内第一份电子报纸（1996年全年《独立报》全文光盘）。

3.各党派报刊

俄共主办的全国性大报主要有：《真理报》《真理报5》《苏维埃俄罗斯报》《明日报》《俄罗斯真理报》《公开性》。此外，俄共还有庞大的地方报业网，其中州级报纸70多种，市区级报纸700多种。俄共主办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经常刊登抨击现政府和民主派的文章和漫画，年发行量为25万份，读者群主要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老年人和社会下层人士。《真理报》的发行量由苏联时期的1070万份骤减到27万份，1996年7月该报曾因资金拮据而休刊，后由希腊人赞助复刊。

4.莫斯科的报刊

莫斯科市有4家较有影响的报纸：《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晚报》（现改为《莫斯科晨报》）《自鸣钟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的专刊种类独占鳌头，有实业、音乐、住房、建筑艺术、书讯、犯罪、体育、宗教等多种，尤其双周专刊《我的报纸》，刊登著名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对国内外形势的评价，该报的观点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关注。《莫斯科晨报》仍有晚报特点，社会新闻、文化消息和广告多。《自鸣钟报》维持激进民主派倾向，四开八版，发行量为10万份。《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行量达85万份）选材独特，社会新闻、文化体育消息丰富，深受莫斯科市民的喜爱。

此外，莫斯科还有4种周报颇有影响：《论据与事实》用事实说话，很少评论，文章篇幅不足3000字，版式简洁、版面丰富，便于读者剪辑保存。其发行量为340万份，居全国报刊之首。《莫斯科新闻》周刊原是英文周刊，内容、写法及版面适应西方。该报在报道民族冲突、社会舆论方面较有特色。《共同报》，创办于1991年“八一九”事件当日，国内发行量约10万份，在以色列发行1.5万份，有浓重的犹太人背景。《文学报》的读者群仍为创作界的知识分子。

（二）实业类报刊

在俄罗斯，实业类报刊占有重要地位。这类报刊提供经济信息、统计数据、商业广告，刊载政府法规，宣传如何做生意。读者群为工业家、银行家、商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实业类报刊又可分为以下4类：

（1）一般经济信息类：《商人日报》、《实业界报》；

（2）信息分析类周报：《经济与生活》周刊、《商人周刊》《莫斯科新闻生意报》《金融消息》《快报》《生意和银行》（每周两期）《实业莫斯科》；

（3）专业经济和生意类：《货币》《金融》《国外不动产》《税收》《商业莫斯科》《消费者》等杂志；

（4）广告信息类：《价格信息》报、《批发商报》；《您的成功之路》杂志、《广告通讯》杂志等。

在广告信息类中，免费广告报独树一帜，即消费者免费登各种广告，广告篇幅一般在50～100字以内。广告内容丰富，版面达30多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例如：《亲手传送》和《一切为了您》。这两份广告信息报十分畅销。

在实业报刊中，《商人日报》《实业界报》《今日报》《经济与生活》《金融消息》在读者中更具有影响。

《商人日报》于1909年创办，1917年停刊，1990年复刊。该报平时每天12版，每逢周六20版。该报刊载经济和政治信息、大政方针、国内外大事，设有金融、公司和市场版，银行版，介绍俄罗斯和世界主要交易所的行情以及其他信息。《实业界报》是俄罗斯唯一全面介绍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报纸，广泛报道俄罗斯、独联体和世界经济。平时8版，每逢周五16版。从1993年9月起开始改为周刊。《实业界报》向读者提供分析评述性文章，事实加解释是该刊物的特征。《经济与生活》周报是由前苏共中央刊物《经济报》演变而来的，该报经常发表经济评论，全面反映俄罗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以上三大报刊目前的发行量均不足10万份。

在为数不多的行业报纸中，《劳动报》《工人论坛报》（前苏共中央的《社会主义工业报》）《农村生活报》《建筑报》仍面向工农读者。《共青团真理报》则是一种观点自由的时事政治报纸。

（三）儿童报刊

1992年以来，俄罗斯儿童报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据全俄书局统计，1986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出版的少先队员报纸有15种，杂志36种，而到1995年儿童报刊的种类增长了一倍。现各种青少年报纸有40种，杂志8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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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报刊主要分为综合类、科普类、文学类、趣味类以及学龄前幼儿教育类。综合类的主要报刊有：《儿童时事报》《少先队员真理报》《红领巾报》等。科普类主要报刊有：《少年大自然研究者》《青年技术员》《青年艺术家》《青年汽车运动员》《蚁穴》《宝岛》。宗教知识和启蒙读物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儿童东正教杂志）《托马和杰尔利》《小浣熊》《智力游戏》《模型》《快乐的驯熊人》。文学类的主要有：《中小学生小说报》《儿童小说报》《我们》。幼儿教育类的主要有：《快乐的连环画》《新玩具》《小朋友们的迪斯尼乐园》《幼儿杂志》《蚁穴兄弟们》等。

在诸多的青少年刊物中，深受青少年喜欢的是孩子们自己创办的刊物，即从采访到主编全部由少年通讯员自己策划制作，这类报纸约有几十种。由于孩子们亲自采访制作编排，所以报纸的语言、选材十分贴近生活。例如，小有名气的《红领巾报》和《青少年报》，叶卡捷琳娜堡市的《诚实的语言报》，特维尔市的《黑猫》，利佩茨克市的《金钥匙报》，喀山市的《共鸣报》，梁赞市的《节奏》等都办得比较出色。

儿童杂志一般为双月刊，报刊也多以周刊为主，日刊逐渐减少，但报刊的版面在增加，例如《少先队员真理报》为8版，1/3的版面是插图。月报《快乐》为28版。学龄前儿童杂志和小学生杂志一般为16～28页，而青少年杂志一般为32～100页。

近年来，儿童和青少年报刊的发行量呈下降趋势，例如，《少先队员真理报》1985年的发行量为1040万份，到1996年骤减到了3万份。

（四）网络报刊与媒体

近年来，俄罗斯网络媒体发展十分迅速。据有关统计，目前登记为新闻媒体的网站接近16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传统报纸和电子传媒的网络版，同时也有部分纯粹的网络报刊。网络媒体分为下列几类：（1）适时更新的网络报纸；（2）杂志；（3）新闻社；（4）新闻-搜索网站；（5）门户网站；（6）新闻组；等等。从内容看，分别有综合性媒体、商业、电脑与网络、汽车、体育、娱乐休闲、妇女家庭和少年儿童等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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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俄罗斯联邦教育部《2001年俄罗斯教育——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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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外交

第一节 外交政策

一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对外政策构想是关于俄罗斯外交活动内容和基本方针的思想体系。为此，1993年4月23日由叶利钦批准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2000年6月28日，普京又批准了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构想》）。

根据2000年出台的《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外交方针至高无上的优先方向是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主要致力于实现的根本目标是：

——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其主权、领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的牢固和权威地位，这种地位应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势力中心的利益；

——对世界的进程发挥影响，以建立一个以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首先包括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及平等的伙伴式国际关系为基础的稳定、公正和民主的国际秩序；

——为俄罗斯的稳步发展、经济的振兴、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顺利推行民主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一个睦邻关系地带；

——同外国和国际组织寻求共识和共同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建立伙伴和同盟关系体系；

——全面保护俄罗斯公民和侨胞的权利与利益；

——帮助世界正面认识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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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构想》指出，成功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使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保持合理平衡的基础之上。解决外交任务应看其是否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而参与国际事务应当真正有助于加强国家地位。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俄罗斯认为其外交优先考虑的问题是：

（1）建立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合作原则之上的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联合国应当仍然是调解国际关系的主要中心，应该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凝聚作用；

（2）加强国际安全，包括进一步降低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继续与美国在裁减军备方面的谈判、努力保证核战略稳定不受破坏、反对借任何名义违反联合国宪章动用武力的做法、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3）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确保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平等参与国际经济组织，促进吸引外资；

（4）力求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尊重全世界的人权和人身自由，首先是保证讲俄语的居民在其常住国家的权利与自由，保持和发展与他们的全面联系；

（5）促进世界了解有关俄罗斯联邦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外交倡议和行动，努力在国外创造积极对俄友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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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构想》排列的俄罗斯对外活动主要方向的顺序是：

（1）重点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在与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时，将考虑到合作的相互开放性，考虑到对方是否愿意顾及俄罗斯的利益，包括保障俄罗斯同胞的权利。

俄罗斯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活动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要任务”是加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联盟；

——调解独联体国家的冲突，发展军事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反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合作；

——着重发展经济合作，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互利合作基础上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

（2）优先发展与欧洲国家关系。

——重点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俄联邦把欧洲联盟看做是自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并努力与之发展积极的和稳定的长期合作。”

——与北约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俄罗斯与北约只有在认真考虑双方利益和无条件地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合作”。

（3）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力争消除最近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重大困难，维护将近花了1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俄美合作的基础。”俄罗斯认为，俄美间的相互配合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这涉及裁军、军控、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和解决最危险的地区性冲突等问题。

（4）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亚洲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俄罗斯直接属于这个飞速发展的地区以及必须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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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力的恢复和与西方矛盾的不断深化，2006年起，俄罗斯在内部讨论、酝酿，并基本形成了新的外交理论。2007年3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明显反映出俄罗斯外交指导思想的一些变化。

第一，《概论》强调：“单极世界的神话在伊拉克彻底破灭了。”俄罗斯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而且多极世界的基础有重大变化，对能源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成为俄罗斯世界一极地位的物质基础。“能源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

第二，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重要力量。《概论》指出：“强大和更加自信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积极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失去的平衡和竞争环境正在逐渐恢复。在普遍将民主和市场的基本作用视为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情况下，民主和市场机制的实施往往因各国的历史、民族特点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态。”

第三，独立性是俄罗斯外交绝对的行为准则。《概论》指出：“俄罗斯重新获得外交上的独立性是最近几年来的主要成果。”“俄罗斯必须作为一个态度积极的世界大国，必须在切合实际地评估自己的能力这一基础上就各种迫切的国际问题采取主动的政策。”

二 俄罗斯外交的调整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接管了前苏联的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军事大国遗产，成为国际法意义上前苏联的继承国。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俄罗斯对国际体系认识的变化，俄罗斯对外政策经历了数次调整和演变。

1.亲西方外交（1992年上半年）

这个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是争取加入西方强国阵营，争取西方大规模援助。这主要表现在：

——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核心内容；

——对外政策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自由、民主和人权”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

——寻求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为此时进行的激进的社会改造寻求外部动力；

——在争取统一掌管苏联遗留下的所有核武器的同时，加快了与美国在军备控制领域的合作；

——继续苏联后期战略收缩的进程，淡化与前苏联盟友的关系，削减甚至停止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军技合作。

2.初步调整（1992年10月至1995年）

1992年10月27日，叶利钦在俄罗斯外交部工作会议上总结了俄罗斯独立以来外交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要求。这次讲话是俄罗斯外交进行阶段性调整的最初的信号。俄罗斯外交部开始根据总统提出的原则重新拟定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同年12月科济列夫外长著文阐述新政策的一些基本方针。这些重要的思想随后体现在1993年4月形成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中。

调整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

——继续把谋求与西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对俄罗斯改革的支持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手段有了变化，开始放弃与西方全面保持一致的做法，而是转向注重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要始终体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应该结束不光彩的单方面让步的做法”，要使俄罗斯“在世界上享有受人尊重的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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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推行“双头鹰政策”，即要“推行防止片面面向某个地区的均衡方针。将同亚太地区、南亚及西亚国家的关系提高到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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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保持前苏联地区这个传统的势力范围成为俄罗斯外交调整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强调：“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以及其他近邻国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关系到保证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正常存在。”认为这是俄罗斯“贯彻它在远邦地区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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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极化外交（1996～2000年）

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出任外交部长后，俄罗斯外交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此前提出的“多极化”的思想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界定，成为俄罗斯官方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1997年、1998年的总统《国情咨文》和《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坚决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增强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通过推行“多极化外交”建立以多极世界为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

其主要内容包括：

——确认多极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指出，当前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世界多极化。这种模式是最民主的形式，最符合各国的利益。多极世界是对当今形成的国际局势的最合适定义，是国际社会最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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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有分量的一极。强调俄罗斯是大国，应有自己的对外政策，不能扮演跟在长机后面的僚机的角色。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要求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方针，巩固俄罗斯在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重要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

——“多极化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全方位和避免走向对抗。认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它在世界各地有巨大利益，应坚持全方位的外交方针，应同世界所有的国家发展关系，不能把力量放在某一个方面，否则就会失去政策的灵活性。

俄罗斯既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同时又要避免走向新的对抗。应遵循一种独特的辩证法：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又不能同其他国家发生对抗。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回到冷战状态。
 
[8]



强调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新“俄罗斯思想”，更加突出外交政策的务实性、灵活性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性。其政策目标主要是：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争取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改善于俄不利的国际安全环境，竭力维护传统势力范围，保持周边睦邻带；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循序渐进地实现俄经济同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体化”。

4.务实性外交（2000～ ）

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在总结过去8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普京外交的基本特点表现在：

——“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这是普京外交基本的出发点。他强调：“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务实、经济效益、国家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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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在对外政策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服从于一个主要任务，这就是为俄罗斯经济和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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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最佳外部环境，这是俄罗斯实现强国目标的前提条件。普京指出：“要优先考虑的任务是，在俄罗斯周围建立稳定的、安全的环境，建立能够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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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应当尽量避免卷入国际纷争，减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外活动中的经济代价，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对外经济效益。

——在周边地区建立睦邻带，或者力争减轻来自周边地区的威胁。这是俄罗斯在周边地区建立良好国际环境政策的直接体现。这首先表现在确保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优势。在独联体内部，俄罗斯视各国的亲疏程度，推行分层次、分时间进度的一体化政策。同时，在其他邻近地区，俄罗斯积极建立“战略关系”、“伙伴关系”和“特殊关系”，努力扩大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确保俄罗斯在世界安全结构中的突出地位。即保障联合国体制下的集体安全结构，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健全俄罗斯在独联体、欧洲和亚太与他国共建的地区安全体系；确保与美国签订的有关战略稳定、裁军、武器控制和不扩散条约体系的有效性。

——扩大国际联系，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积极恢复和拓展俄罗斯在世界各地的联系。其目的一是为了利用矛盾，如利用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显示俄罗斯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中的存在价值；二是借助这种联系，扩大俄罗斯武器和机器设备的出口，开拓外部市场，如印度、伊朗、伊拉克等国在俄罗斯的对外经济联系中均占有重要位置。

——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寻求与其他国家、国际资本的经济合作，吸引外资。在欧洲方向上，俄罗斯致力于加深同欧盟的经济关系，共同建设“欧洲统一经济空间”。在亚洲方向上，俄罗斯正积极推动能源和其他资源的输出，密切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同时，为俄罗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力争在有利的条件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破除美欧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的技术限制和市场限制，消除对俄罗斯企业出口产品的不公正待遇。

2004年后，由于西方在独联体地区加紧活动，并着手考虑吸纳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加入北约，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重新凸显，俄罗斯外交也开始进行新的调整。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独联体问题、军控和热点地区问题，甚至在世界经济问题上加大了反击西方、争取自己利益的力度。

第二节 与美国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活动的中心。与冷战时期的苏美对抗相比，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但俄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并不平坦。

一 俄美关系的基本走势

独立之初，俄罗斯对与美国建立“天然伙伴和最终盟友”关系抱有很大的期望。俄罗斯领导人确信，与美国结盟是“唯一明智的选择”。1992年6月，俄美两国发表了《俄美关系和友好宪章》，明确以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原则，发展双方合作关系。1992年1月到6月，俄美先后宣布，不再把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重要影响，俄罗斯把争取外援的重点放在美国。1992年4月，西方七国元首宣布，将向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

随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1993年起，俄美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俄罗斯当时强调：“（俄罗斯）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小伙伴，而只能是平等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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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起，俄罗斯在继续争取西方经济援助的同时，更加强调西方应该取消对俄罗斯的歧视性政策，使俄罗斯享有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1994年1月15日，叶利钦在俄美总统莫斯科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俄罗斯将不再谋求得到人道主义援助，而是要求美国取消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的贸易限额，开放技术市场。”在俄罗斯的一再坚持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1994年一年中，美国陆续取消了对俄罗斯315种进口商品的限制和4400多种关税。1994年，俄罗斯已上升为美国在海外的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第三大援助对象。美国对俄罗斯承诺的援助额累计估计达60亿～70亿美元。到1996年年中，美国对俄罗斯的投资约达25亿美元，占外国在俄罗斯总投资的1/3。俄美双边贸易额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普里马科夫主管外交事务后，俄美关系中合作与斗争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俄罗斯更加坚决地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反对美国独揽霸权的企图，在北约东扩、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状态，俄罗斯不但没有实力同美国对抗，而且在获得新的贷款和延期偿还外债等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俄罗斯仍希望同美国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对抗。本着这一精神，俄罗斯在与美国有分歧的问题上，采取了寻找共同点来加以解决。例如，叶利钦等领导人明确向美国表示要加紧努力促使俄罗斯议会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向美国的立场靠拢，在1996年4月举行的莫斯科核安全首脑会议上首次同意完全禁止核试验。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罗斯也积极地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1997年3月俄美两国在赫尔辛基首脑会晤时达成妥协：俄罗斯默认北约于1999年首批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新成员的计划，美国则允诺对北约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在新成员国的部署问题上作出某些限制，并同意北约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相互关系文件。美国还允诺支持俄罗斯正式加入西方七国集团以及在投资方面给予俄罗斯以更多的支持，等等。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战争，俄美关系跌入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俄罗斯强烈谴责北约的侵略行径，并冻结与北约的一切关系，普里马科夫还中断了对美国的访问。在向美国作出强硬姿态的同时，俄罗斯又表示，不希望科索沃战争对俄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俄罗斯不会卷入战争。4月中旬起，俄罗斯越来越明显地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扮演起南联盟和北约之间调停人的角色并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斡旋活动。

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翌日，克林顿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强调美俄有许多共识，重申他将继续致力于美俄伙伴关系，并愿努力同普京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继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月莫斯科摸底之行后，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谢·伊万诺夫2月访美，并向克林顿转交了普京的一封私人信件。普京在信中指出，与美国的关系是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之一，两国合作对21世纪的命运具有战略意义。

2000年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在对美政策方面的主旨就是继续争取合作：“俄罗斯联邦准备消除最近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重大困难，维护将近花了10年时间建立起的俄美合作的基础。尽管分歧严重，有时甚至是原则性分歧，但是俄美的相互配合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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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布什成为美国新总统的头6个月里，俄美关系一直摩擦不断。博罗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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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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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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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不断。华盛顿对俄罗斯恢复和发展同朝鲜、古巴和伊朗的关系也心怀不满，指责俄罗斯“积极扩散核技术”；俄罗斯则指责美国同车臣非法武装的代表进行官方接触是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2001年6月16日，普京与布什的卢布尔雅那峰会是推动俄美关系向前迈步的重要关节。虽然这次会晤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双方在北约东扩、战略稳定方面的分歧依旧，但双方均表示要在广泛的领域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布什在此前和会晤中都调整了对俄罗斯的调子，认为美国与俄罗斯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美国不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敌人。

2001年7月22日，普京和布什在参加八国首脑会议后在热那亚再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未来的俄美军备谈判将把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与导弹防御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双方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俄美将就进攻和防御系统的相互关联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促使俄罗斯的对美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推动俄美关系和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合作态势。“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反应十分迅速和强烈。它是最早表态支持美国进行反恐怖活动的国家之一。

2001年9月24日，普京发表了关于俄罗斯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电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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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俄罗斯主张加强国际组织，尤其是加强联合国以及安理会在反恐怖问题上的作用，主张完善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表示将在诸个领域与美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合作。在美国计划和实施对阿富汗军事打击行动的整个过程中，俄罗斯一直持积极配合的态度。在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两国高层交往异常频繁，两国总统先后在上海和得克萨斯举行了会晤，双方的外交、安全官员也数度会商。同年11月普京访美期间，俄美共发表6项联合声明，表示决心“在21世纪同世界的威胁作斗争”，强调“需要建立能够保障俄美双方安全及国际安全的新战略框架”，合作对付共同的威胁和敌人。

2001年11月22日，普京在议会上下两院国际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俄罗斯同美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正在增加，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如果认为两国关系的变化只是最近事态引起的战术性考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强调，俄美两国一致认为，两国相互接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需要。而建立这种关系的目的是为俄罗斯发展经济和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环境。

2002年5月23～26日，俄美总统举行了莫斯科峰会，签署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俄美战略新关系宣言》、《俄美反恐怖合作共同声明》、《俄美能源对话共同声明》、《俄美近东局势共同声明》、《俄美发展经济联系共同声明》和《俄美人员往来共同声明》。普京和布什宣布，俄美两国正在建立新型战略关系，相互视为敌人和战略威胁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美将为促进世界稳定、安全、经济一体化、共同对付全球性威胁和解决地区冲突而合作。

5月28日，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在意大利签署《罗马宣言》，宣告成立新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20国机制）以取代1997年的旧机制（19+1机制）。双方同意，新理事会是北约与俄罗斯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取得共识和共同行动的机制。

在这种合作气氛下，俄罗斯与西方经济关系也取得了些许进展。5月29日和6月6日，欧盟与美国先后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

然而，俄美关系的“蜜月”如同过去经验证明的那般，来得快、去得亦快。

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再次由突出合作走向激烈斗争并非偶然。“9·11”事件后相互的需求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已有矛盾彻底消除。双方的合作只是暂时掩盖了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异。更何况在力量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远大于美国对俄罗斯的需要，从而使这种相互需求更加脆弱。

——2003年3月，被阿富汗战争“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华盛顿终于开始了推翻萨达姆的战争。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西方国家也表现出绕开国际社会、独揽大权的态度。这些情况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可能接受以“集体协商”为核心的新集体合作体制，莫斯科的种种构想与希望再次被单边主义和独掌世界牛耳的野心所击碎，这不能不使俄罗斯各界感到既失望又恼火。莫斯科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西方在反恐、维稳和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等关键问题上都可能自行其是，俄罗斯在华盛顿制定政策时需考虑的因素中还能占多大分量，更不用说照顾俄罗斯的利益了。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俄罗斯的上述担心，西方集团在地缘安全和战略稳定问题上继续加快挤压俄罗斯的步伐。莫斯科根本不相信华盛顿声称的，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是为了防范伊朗的理由，认为此计划典型反映了一些美国“冷战斗士”坚持旧思维、仍然在寻找下一个“战略对手”，并试图在战略安全态势上掌握主动。同时，北约也没有停止继续扩大的步伐，在把触角伸进俄罗斯“后院”——独联体后，又竭力鼓励一些国家做加入大西洋同盟的努力。

——2003年年底，在西方国家的扶持、帮助下，独联体一些国家先后发生了“颜色革命”。西方加紧实行“民主布道”的做法从两个方面刺激了俄罗斯敏感的神经。其一，西方继续扩大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在这个“利益攸关”区的阵脚。独联体地区不仅成为双方斗法的主战场，而且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等各种因素，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已呈现恶化的趋势。其二，西方借推行“民主革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的意图进一步明显。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西方以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为开端，掀起了一轮攻击普京的发展模式、指责俄罗斯民主“倒退”的声浪。俄罗斯政府意识到，西方以“民主”、“人权”、“自由”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攻势，不仅可能破坏刚刚实现的国家政治稳定，而且是向普京道路发起挑战、威胁到了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近乎于号召推翻俄罗斯政权的做法不可能不引起普京当局强烈的反感。

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拉开了抨击美国的大幕。此后，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在胜利日讲话中、在G8峰会前答记者问时，普京就安全问题、国际秩序问题、民主问题等一次次地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明确把美国的霸权行径比为纳粹。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对美批评频率如此之高、言辞如此之激烈不仅近年来少见，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到普京和布什卸任的时候，与“9·11”事件后的那种相对融洽的气氛相比，俄美关系重新回到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的状态，再次呈现寒冷的状况。难怪俄美都有人认为“新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在两国的上空。

二 战略稳定与军控问题

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是俄美关系的主要议题，也是两国联系的主要渠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了苏联后期俄美间在军备控制领域的合作进程。

1992年5月23日，俄罗斯、美国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里斯本议定书》，俄罗斯成为苏联唯一的核武器继承国。

1993年1月，俄美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Ⅱ）。条约规定，在2003年前，美国将其核武器削减到3500枚，俄罗斯削减到3000枚。条约还规定，双方不得部署多弹头弹道导弹。1997年3月，俄美两国总统在纽约签署一项备忘录，把完成条约实施的期限延长到2007年。虽然俄政府一直敦促议会批准该条约，但当时的俄国家杜马认为，俄方在条约中让步太多，美国又在北约东扩、地区问题上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一再推迟批准。直到2000年4月中旬，为了主动打破俄美军控僵局，在普京的竭力推动下，俄罗斯国家杜马才以多数票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国家杜马同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如果美国破坏反导条约，俄罗斯就将退出这个条约。

2000年11月13日，普京正式向美国提出，两国下一阶段裁减战略核武器的目标是1500～2000枚。2001年11月，俄美总统达成口头协议，同意将各自的核弹头数量削减到目前的1/3。次年1月，两国开始就新一轮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展开实质性磋商。

2002年5月24日，俄美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规定，在10年内（到2012年）双方的战略核弹头总数减少到不超过1700～2200枚。
 
[18]



19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导弹防御法案》，使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成为美国法律，从而使如何处理1972年苏美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是否继续保持全球战略稳定的问题，成为俄美关系中的一个严重障碍。

1999年以来，俄罗斯多次在俄美双边场合和国际舞台明确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违反1972年苏美《反弹道导弹条约》，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政策。2000年6月，普京就强调，美国宣传的所谓来自“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实际上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他说，为了解决新导弹的威胁问题，应当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和外交合作，努力推动裁军进程，在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情况下，在未来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框架内，进一步减少进攻性战略武器，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等。
 
[19]

 在同年7月18日发表的中俄元首《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指出，“美国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令人深感忧虑。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这一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

2000年起，普京一方面在美国的欧洲盟国阐明美国NMD计划的破坏性、争取欧洲主要国家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提出，俄罗斯可以考虑与西方国家在欧洲联合建立非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即欧洲TMD）。

2001年6月以后，俄美两国政府有关战略稳定和进一步裁减军备的磋商开始运作。

2007年起，由于美国计划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反导问题再次成为俄美之争的焦点，并引发了双方在包括既有军备控制领域等问题上争论的话题。俄罗斯坚持认为，东欧反导系统最直接和现实的目标并非那个不存在的“伊朗威胁”，而是针对俄罗斯的。从安全上讲，东欧反导系统打破了世界战略平衡、破坏了现行军控体制。俄罗斯无异于被从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座位上推了下去，其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发言权受到了严重削弱，其战略力量的威慑能效受到制约。从政治方面看，俄罗斯同样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因素是，东欧国家加入反导系统后，原本就一直未理顺的对俄关系将更加麻烦，俄罗斯的周边环境更难得到改善。而独联体一些国家也可能被纳入该系统则从根本上削弱独联体合作的基础，离心倾向可能更加严重。

为回击美国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除了不断在外交领域进行抨击外，还加快了武器现代化步伐，强调核威慑力量是保障国家安全及其军事实力战略的关键因素，把保持战略核遏制力量拥有随时还击的水平作为强军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利用连续试射新型导弹、修建新的战略潜艇基地、建设多航母舰队计划和恢复战略轰炸机战备巡逻等，展示其恢复军事实力的决心和成果。

第三节 与西方集团的关系

一 与欧盟的关系

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传统优先方面。俄罗斯联邦把欧洲联盟看做是自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并努力与它发展积极的和稳定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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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的法律继承国，俄罗斯也继承了1989年12月苏联与欧共体签订的贸易合作协定。1991年，欧盟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就在莫斯科开设了自己的代表机构。从1991年起，欧盟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到2001年，根据这项涉及培育市场机制、司法、行政制度改革和核安全保障的“塔西斯”计划，欧盟总共向俄罗斯约1500个项目提供了24.6亿欧元的援助。

1993年12月9日，俄罗斯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签署了《俄罗斯同欧洲联盟之间关于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联合政治声明》。同年，为了方便俄罗斯进入欧洲市场，俄罗斯被赋予“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的特殊地位。

1994年6月24日，俄罗斯与欧盟在希腊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1997年该协定生效。根据这项协定，双方确定了分阶段地实现商品、资金和劳务自由流通、努力实现双方经济的一体化的原则，欧盟保证逐步放开对俄罗斯产品的进口配额限制，俄罗斯保证逐步向欧盟各国银行开放金融市场，对欧盟企业进入俄罗斯提供帮助。

1995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临时贸易协定，相互提供贸易最惠国地位，取消俄罗斯出口的数量限制。

1998年4月27日，欧盟将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删除。

1999年6月，欧盟15国在科隆制定了《欧盟与俄罗斯关系集体战略》。这份文件提出，欧盟对俄罗斯关系的战略目标有两个，即一是帮助俄罗斯实现稳定、民主和良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二是与俄罗斯共同努力，维护欧洲大陆和世界的稳定、安全，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欧盟明确了与俄罗斯合作的四个方向：在俄罗斯巩固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原则；实现俄罗斯与统一欧洲经济社会空间一体化；在稳定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解决如能源供应、核安全、环境保护、打击犯罪等共同问题。

1999年10月，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俄罗斯联邦与欧盟关系中期发展战略（2000～2010年）》。该战略强调，俄罗斯在未来十年内不提出加入欧盟的任务。俄罗斯应该保持独立大国的地位和制定政策的独立性，与欧盟的合作应该有助于强化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独联体的联合倾向。在此前提下，推进与欧盟合作的深度，即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统一欧洲经济空间；支持欧洲自己保障全欧安全的设想，在不排除美国的同时，反对其垄断欧洲事务的企图。

2002年5月29日的欧盟与俄罗斯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宣布承认俄罗斯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次会议上，俄欧双方讨论了启动俄欧一体化进程，决定成立联合的一体化委员会，以帮助俄罗斯经济融入欧洲经济体系，营造统一的经济空间。

俄罗斯与欧盟间的合作制度包括：半年一次的定期元首会晤制度（一次在莫斯科，另一次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政府间和议会间合作机制、高级代表合作机制等等。

俄欧关系向前迈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1年5月的俄罗斯—欧盟峰会。双方提出要在十年时间内建成“欧洲共同经济空间”。此后双方又意识到，建立共同经济空间并不同于一般的贸易联系，所涉及的除经济外，还有政治、法律、社会等方面，因此，2003年圣彼得堡峰会则把这一设想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双方商定建立四个领域的共同空间，即共同经济空间、共同国内安全和自由空间、共同外部安全空间以及共同科技文化教育空间。2005年5月莫斯科峰会批准了建立四个共同空间的“路线图”计划。俄欧双方都强调，这个路线图计划是未来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然而，从最近两年的实践看，四个共同空间的建设远比提出这一理想的难度大得多。从2006年起，俄欧关系陷入“沉寂”。

首先，法、德、英三国一直是欧盟的中心国家，也是开展对俄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但受到一些国家的牵制，这三个欧盟重要的“火车头”在保持欧盟内部团结与对俄“偏好”方面只能优先选择前者。同时，这三国近年来大选的结果也给对俄关系造成了不利的环境。

其次，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出于历史上对俄罗斯的积怨，对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动力。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寻找到西方集团的支持后，在宣泄反俄情绪方面更加积极。它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欧盟机制在历史、现实等问题上营造“防范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氛围。

在这种背景下，俄欧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也凸现出来。

——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是俄欧较劲的一个战场。2007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猛烈抨击欧安组织、并要求进行改革，明显反映出俄罗斯无法容忍西部欧洲民主“教师爷”的指手画脚。而英国把利特维年科被杀的刑事案提高到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高度，公然施加要求修改俄罗斯宪法的压力，又从另一面反映了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凝聚对俄罗斯不信任气氛、对其“民主倒退”敌视的态度。2007年年底，俄欧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发展到干脆不合作的地步——欧安组织决定不派观察员观摩俄罗斯杜马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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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重申俄罗斯反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支持维护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但欧盟则坚持支持科索沃独立的立场。

——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明确表示反对实施新的制裁，认为这样只能使问题进入“死胡同”，而谈判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欧盟则主张继续采取“谈判加制裁”双重策略，强调在继续与伊朗谈判的同时，要视伊朗表现情况决定是否采取新的制裁。

——鉴于1997年生效的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即将到期，俄罗斯与欧盟早在2006年就启动了新协定的谈判，但双方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法律等问题上是否继续如旧协定那样参照欧盟标准无法达成一致，加之波兰等国的强硬立场，谈判最终在旧协定到期之时还未能找到替代物。俄欧关系将在一段时间里缺少法律性、指导性文件，双方的合作基础也被大大削弱。

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处于双方关系的中心，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双方关系的实质。俄罗斯已成为欧盟第五大贸易伙伴，欧盟也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对象，与这个组织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也十分明显。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主要产品是能源（占自俄罗斯进口总额的60%），俄罗斯从欧盟进口主要是机电产品（占自欧盟进口总额的34%）、化工产品（13%）、农产品（11%）、运输工具（11%）和纺织品（6%）。欧元在俄罗斯的地位也有所上升。应该说，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上已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的供需关系。

能源合作是俄欧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对欧盟的能源出口占其总出口量的45%。而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占欧盟总需求量的近20%。2000年11月，欧洲委员会发布的能源安全绿皮书勾画了欧盟统一的能源战略，预计到2020年，仅为满足天然气需求就要将从俄罗斯的进口扩大到2500亿立方米（2000年是1250亿立方米）。俄罗斯—欧盟能源战略伙伴协议、能源合作声明确定了双方能源合作的总体框架。同时，为协调能源合作，能源技术中心和能源效率中心也均开始运作。但欧盟一直关注的《能源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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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依然没有进展。

虽然欧盟一再强调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却未见降低。

表7-1 欧盟能源进口来源比例比较

[image: ]


由于俄欧各自经济结构和相互贸易结构的特点，俄罗斯对欧盟传统优势产业——制造业和农业——不构成冲击，因而双方经济合作总体上能够保持“相安无事”，欧盟能够在2003年较“痛快”地给予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也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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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北约的关系

与北约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活动内容，也是俄罗斯与西方集团矛盾的焦点之一。

华约解散后，1991年12月北约与前华约成员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1992年3月，俄罗斯参加该委员会。

自1993年下半年北约明确东扩议题后，俄罗斯与北约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俄罗斯坚持认为，东扩不仅人为地再次割裂欧洲统一与安全的进程，而且严重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1994年1月，为了缓解俄罗斯的反对立场，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决定与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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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22日，俄罗斯与北约签订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文件，成为该计划第21个成员国。但双方在东扩问题上的分歧依然严重。同年12月1日，鉴于北约外长理事会决定研究东扩时间表，俄罗斯宣布暂缓与北约签订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紧密相关的“双边军事合作文件”和“建立定期公开磋商机制框架文件”。

1995年5月31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俄并作出安抚姿态后，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上述两个文件。

1997年5月27日俄罗斯与北约在巴黎签署《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双方宣布，不把对方视为敌人，将努力加强彼此的信任与合作，并决定建立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一个就欧洲政治与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的机制，并在联合理事会上对双方的联合行动进行共同决策。这一机制的作用是加强双方在处理地区冲突、维和行动和军备控制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并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下”采取联合行动，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没有否决权，即19+1机制。联合理事会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设有秘书处。联合理事会的主席由北约秘书长、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和北约成员国代表三方共同担任。北约成员国代表由各国驻北约大使轮流担任，任期3个月。联合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外长级和国防部长级会议，并主持军方代表和总参谋长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大使级会议。此后，俄在北约总部派驻了常驻代表，北约在莫斯科设立了联络处。

1999年3月，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正式加入北约。

1999年3月24日，由于北约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与北约的各级合作关系均冻结。同年7月23日，联合理事会大使级会议讨论了双方在科索沃维和行动中的协作问题。9月，俄驻北约总部代表恢复工作。

2000年2月15～16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对莫斯科进行了工作访问。双方决定全面恢复接触。

“9·11”事件后，俄罗斯积极支持美国及其盟国反恐行动，俄罗斯同整个西方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2001年10月，普京访问布鲁塞尔并同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会谈时，双方达成共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把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推向新水平。11月1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以使俄罗斯能够更加充分地参与地区反恐和维持稳定的行动，也使俄罗斯—北约关系上了一个台阶。

经过6轮磋商，2002年5月28日，北约和俄罗斯首脑在罗马签署了《罗马宣言》，宣告成立新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取代1997年的旧机制。双方同意，新理事会是北约与俄罗斯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取得共识和共同行动的机制，即20国机制。新理事会工作涉及反恐、危机处理、海上救援、防止核扩散、军控、战区导弹防御、建立信任措施等。在该理事会中，上述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首先由北约内部形成统一意见，再与俄罗斯讨论，而是所有成员以平等身份进行协商。但新的理事会章程规定，当北约国家一致认为所议事项如果让俄罗斯参与会有损其安全利益时，该事项可以不列入北约—俄罗斯理事会讨论日程。

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峰会决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7国将在2004年成为北约新的成员。俄罗斯方面对此表示不满，但措辞并不激烈，也未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有了较大改善，但俄罗斯对东扩的态度依然没有根本改变。2001年5月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反对北约东扩的决议。普京也强调，“既然北约已经不把俄罗斯看成是自己的敌人，那么北约就没有任何扩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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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某种程度的改善并未彻底消除双方的本质性矛盾，随着北约触角不断渗入独联体地区，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莫斯科重新在言语和行动上对北约施加压力，以阻止其把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拉入围堵俄罗斯的阵营。2007年，俄罗斯军方宣称，形势要求对军事理论做出新的修改。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把北约东扩视为俄国家安全近期面临的“现实威胁”，以北约国家未批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定为由，宣布停止履行该条约，并开始制造要退出《中导条约》、恢复中程导弹生产和部署的舆论。

第四节 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

一 政策要点

独联体是俄罗斯外交活动的重点，在整个俄外交政策中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1992～1993年，俄罗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分割苏联遗产，处理苏联解体后的诸多遗留问题。

1993年，随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独联体在俄政策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俄罗斯开始强调，独联体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带”、“最重要利益的集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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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4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明确阐述了俄罗斯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调解周边冲突和争取那里的稳定，是俄罗斯正常发展和有效贯彻它在远邦地区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条件”，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俄罗斯人的正常生存。俄罗斯“要同独联体成员国和其他近邻国家建立崭新的、平等互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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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使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进一步系统化。《方针》提出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将独联体建成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应有地位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合体”，主要任务是“加快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增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关系中的主导作用”，“鼓励各国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军事政治目标的基础上建立防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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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次调整，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政策逐渐成形。政治上，强调独联体国家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只有实现一体化才能确保各国的独立、稳定和发展；支持采取措施加强独联体执行机制，增强其凝聚力；区分不同情况发展双边关系，以形成独联体的政治核心层。经济上，大力倡导建立统一经济空间是各国实现经济稳定的唯一选择，积极推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支持建立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修补和发展同独联体各国的双边经济关系，重点加强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经济合作，争取建立经济核心层，带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以从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军事上，积极宣传各国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相通性，提出集体安全构想，推动建立集体安全条约的执行机制；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从联合防空、共同保卫外部边界入手，逐步恢复统一的战略防御空间；通过同一些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合作协定，增强对其军队的影响力；通过向独联体冲突地区派出维和部队和在独联体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存在。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继续把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视为对外政策的绝对优先选择。“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是保证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的多边和双边合作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重点是发展与独联体所有国家的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在与每个国家建立实际关系时必须要考虑到合作的相互开放性，考虑到其是否愿意认真考虑俄罗斯的利益。”

针对独联体实际运作情况，俄罗斯提出，实行不同速度和多层次的一体化是独联体联合的基本方式。莫斯科指望此种模式既可以避免因个别国家的消极态度迟滞一体化进程，又可以在独联体内部首先形成某种内圈核心，以“榜样”吸引其他外圈国家。因此，继续完善核心圈结构是这些年俄罗斯投入最多的工作之一。

俄罗斯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活动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调解独联体国家的冲突，发展军事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反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合作；

——着重发展经济合作，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互利合作基础上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恢复，面对西方加紧渗透和独联体潜在的分裂趋势，俄罗斯近年来在独联体采取了积极的攻势外交，力图稳住在这一关键利益地区的阵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它通过经济和热点问题两个杠杆，在独联体地区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进取态势，力图把握局势发展的主导权。

（1）俄罗斯更加频繁地运用经济手段影响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政策。

在国际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形势下，能源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武器之一。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利用合资、参股、合作开发、控制网线、收购成品等办法，努力把独联体其他国家能源工业与俄罗斯能源综合体整合起来。其最终目标是把这些国家的能源工业与俄罗斯结合在一起，对内有利于加强控制这些国家，对外则可形成合力、增大能源武器的效力。

从2005年到2007年，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几乎所有在能源上有求于俄罗斯的独联体国家都感受到了莫斯科这个政策的威力。俄罗斯的能源“大棒”不仅震慑了独联体其他国家，也使世界、特别是较多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受到了“辐射”。

市场准入和移民问题也是经济杠杆的重要部分。2006年3月，俄罗斯以卫生标准为由，全面禁止进口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葡萄酒；7月，俄罗斯又无限期地关闭了与格鲁吉亚唯一的陆路口岸——拉尔斯口岸。上述措施无疑对格摩两国对俄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

如果说对乌格摩三国的经济压力是为了影响三国对俄政策和牵制其加入西方集团步伐的话，对白俄罗斯的能源提价则反映了莫斯科另外的考虑。

本来俄白关系一直是独联体内较为“和谐”的“模范”，俄罗斯以低价向白俄罗斯供应能源也曾是独联体其他国家抱怨莫斯科实行“双重标准”的例子。但计划中的实行俄白统一卢布区的进程一拖再拖，以及在建立俄白联盟中，白俄罗斯对主权让渡十分消极，促使俄罗斯调整政策，试图以经济压力催促白俄罗斯在建立新联盟中加快步伐。

（2）重新翻出“未被承认国家”问题，牵制一些国家“西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独联体内的热点地区虽矛盾犹存，俄罗斯也一直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对其青睐一方予以援助，但起码维持了形式上的“稳定”。然而，针对一些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快向西方集团靠拢的步伐，莫斯科把这些热点问题重新挑热，以为急于加入北约的这些国家设置障碍。俄罗斯方面多次放出话来，在解决独联体上述热点问题时，应该考虑西方采用的“科索沃模式”、“黑山模式”，也就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俄罗斯加大了对一些“未被承认国家”的支持力度。一些“未被承认国家”也重新活跃起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第涅伯河沿岸三地，不仅先后举行了要求独立的全民公决，而且组成了“为民主和人民权利联合体”，希望通过联合行动来获得国际社会的主权承认。

二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在保持独联体地区统一军队的努力失败后，1992年5月15日，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领导人在塔什干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分别在1993年9月、12月加入这一条约。条约自1994年4月20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条约规定，一旦任何一个缔约国面临侵略，其他几国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行使集体防御的权利，向受侵略国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必要援助，并用各种手段援助受难国。

俄罗斯认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为建立有效的军事政治结构迈出了第一步”，“它是形成防御联盟的基础”。1995年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指出，俄罗斯认为有必要推动独联体形成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成员国联合成防御联盟的设想。俄罗斯军事学说也强调：“在独联体内部与其他成员国在解决集体防御和安全问题方面以及协商军事政策和国防建设问题方面进行合作。这一合作方面是俄罗斯联邦优先考虑的。”根据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军事合作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以集体安全条约和双边协定为基础，建立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和防御联盟”；同时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基地和驻军获得合法地位、独联体国家不参加针对独联体任何一国的联盟或集团、保卫独联体共同边界、统一的边防体系和内部边界开放、独联体内部维和、安全部门合作。

在俄罗斯的推动下，1995年2月10日，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签署了《集体安全构想实施计划》、《集体安全宣言》和《集体安全构想》。根据这些文件，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可以部署在其他成员国境内；俄罗斯在保卫成员国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如成员国遭外敌入侵，俄罗斯可依据本国军事学说，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手段予以制止。文件还表示，集体安全条约并非松散的协调机构，而是拥有统一军事力量的防御联盟。文件还对成员国军事领域的合作目标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明确规定了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的各个阶段。第一阶段：组建和巩固各国的军队；第二阶段：建立战略联合军队集团，制定使用这支军队的计划；第三阶段：完成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可组织联合武装力量。

1999年4月，条约第一个5年期限已满。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退出该条约。

1999年下半年，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通过了《集体安全条约共同战略条例》，决定建立共同的集团军，保卫独联体领土。

2000年5月24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元首会议通过了成员国国防部长理事会章程、关于提高条约有效性并使条约适应当代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备忘录及其他文件，并决定建立新的磋商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委员会。同年6月19日，国防部长理事会会议通过了《集体安全力量2001～2005年的行动计划》，规划了条约成员国发展军事合作的前景，为各国深入发展军事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

2000年9月，俄罗斯表示，成员国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同与其他非成员国的军事关系相比具有优先地位，俄将对缔约国优先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加强在安全领域内的相互合作。10月11日，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的六国一致同意，其他五国将取消对俄罗斯武器的进口实行的壁垒政策。作为回报，俄罗斯将以优惠价格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六国领导人还决定组建联合快速部署力量，成员国总统签署了《关于集体安全体系兵力兵器编成单位的地位协定》，并要求各国尽快制定出组建集体安全力量的细则和计划。根据这个协定，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将在中亚、独联体欧洲部分和高加索三个方向构建地区安全体系，组建地区集体安全部队和联合快速反应力量。

2001年5月25日，6国首脑决定成立中亚联合快速部署部队。

2002年5月14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改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同年11月1日该条约正式改组为条约组织。

2003年5月27日普京签署了批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和该组织法律地位协议的联邦法令。

2006年，在明斯克举行的该组织峰会宣布，为消除本地区和全球威胁、巩固和发展这一军事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加强合作，转变为国际性、多功能、全面性的组织，其职责不仅限于保卫成员国的安全，还将成为联合国维和力量的一部分。

三 欧亚经济共同体

1996年3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政府首脑签署关于建立关税联盟的协定。1997年10月22日，四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跨国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四国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盟，并实行统一的关税；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关税联盟的整套措施，协商了四国间接税计算和征收原则。1998年11月24日，塔吉克斯坦正式加入该关税联盟。联盟的宗旨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协调经济改革进程，加深各国间经济一体化。截至1999年10月，成员国已有60%的关税税率实现统一，涉及1.1万种商品。俄罗斯把形成关税同盟看作建立经济联盟的第一步。

2000年10月10日，五国关税联盟成员国在阿斯塔纳签署关于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声明，决定在关税同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将实行统一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并协调五国货币、财政、工业、宏观经济等所有经济领域以及社会人文和法律政策。共同体的建立旨在进一步加强五国之间的合作，推动统一经济空间的建立，促进一体化的进程。

2001年5月31日，共同体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明斯克举行，会议宣布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讨论并签署了关于共同体跨国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的决议、共同体工作人员特权和豁免权公约等18项文件。这标志着五国关税联盟一体化进程进入更高的水平。

2005年，俄罗斯把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整合在了一起；2006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宣布要建立关税同盟，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将视准备程度逐步加入。

俄罗斯强调，共同体的优先任务是在兼顾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深化共同体成员国在经贸、社会人文以及法律领域的合作创造必要条件。各国继续遵守以前签署的有关建立关税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各项协议。共同体对所有愿意加入这一组织的其他独联体国家开放，这些国家可作为全权成员国或者观察国参加。

第五节 与中国的关系

一 基本情况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实现了比较平稳的过渡。1991年底，中俄双方达成了两国关系的原则性协议：中国承认俄罗斯是前苏联的继承国；双方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1989年、1991年的两份联合公报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础和指导原则；中苏间正在进行的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谈判，以及边界谈判将继续进行下去。

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1992年12月17～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北京。这是中俄两国第一次最高级正式会晤。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俄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不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方联合损害另一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俄罗斯保证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1994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正式访问俄罗斯。此次会晤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根据1992年以来中俄关系充满活力的发展，“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双方决心面向21世纪，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双方还签署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

1996年4月24～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中俄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为两国关系发展作了机制上的准备，并在同年年底开始实际运作。其主要内容是：

——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年度会晤一次；

——成立两国总理委员会；

——双方外交部长随时会晤机制，在必要时随时进行会晤磋商；

——建立中俄领导人之间的电话热线，就重大问题随时磋商协调立场；

——成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中俄关系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继续得到发展。

其一，确定了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法律基础。2001年7月15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精神，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包括25个条款的条约几乎涉及了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使两国关系向更具预见性、更具实质性内容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其二，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中俄边界全长约4374公里，其中东段边界长约4320公里，西段长约54公里。经过多年谈判，双方分别于1991年5月16日和1994年9月3日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2004年10月，双方又签署了《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标志着4300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这是两国三百多年交往史中首次全线标定边界线，为中俄各领域关系的全面发展消除了一大隐患。

其三，两国友好合作的社会基础得到夯实。2005年7月，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商定，从2006年起在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即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互办“国家年”活动使得俄中双方高层互访、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得以同时进行，为增进两国全面了解对方提供了契机。

其四，两国在维护各自国家主权问题上进一步相互支持。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理解和支持俄罗斯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和采取的行动。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俄方提供了道义和物质的帮助。2000年7月，在中俄《北京宣言》中，俄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关于“台湾独立”的构想，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俄方还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

其五，双方在解决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地区冲突问题上加强了战略协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受住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的考验，在联合国改革、反导条约问题、国际反恐斗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等诸多焦点问题上进行了密切和有成效的合作与协调。

二 经贸合作

经济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1992年3月签署的中俄政府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保证向对方提供最惠国待遇。以后中俄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双方在投资合作、科学技术合作、技术协作、能源合作以及边境和地区合作等多个方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总的看，中俄贸易关系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贸易额低度徘徊，2001年以来才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

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对加强这个领域合作的意向也越来越强烈。2000年以来，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步上快行道，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贸易额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表7-2 1992～2007年中俄贸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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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九次总理定期会晤期间，两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到2010年要使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至800亿美元、2020年前中方向俄罗斯投资120亿美元；双方采取共同措施，扩大机电产品贸易，提高机械、设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改善双边贸易结构，鼓励技术转让和相互投资；双方完善敏感商品预警和磋商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贸易争端，减少现有贸易壁垒；今后每年将召开中俄投资促进会议，以促进两国投资合作，特别是大项目的实施等。

这些年的元首会晤中，两国最高层就进一步落实已经达成的经贸合作协议交换了意见，共同探讨了包括优化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扩大相互投资、推动大项目合作以及促进高技术领域合作的有效途径。两国在能源、金融、电力等领域都迈出了新的一步。

中俄经贸关系已经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结束了磨合期，进入快速增长期；二是经贸关系逐步进入与政治关系平衡发展的新时期。可以说，两国经贸合作水平长期滞后于政治合作水平的状况已得到初步扭转。

三 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最为成功的范例。1996年4月26日，中俄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同时启动了“上海五国”会晤与合作机制。1997年4月24日，上述五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此后，经过1998年7月阿拉木图峰会、1999年8月比什凯克峰会和2000年杜尚别峰会，“上海五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开展经济合作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并开始了机制化建设。在杜尚别峰会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中俄两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宣告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明确规定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作为成员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准则；强调了六国在面对共同威胁上，要展开实际行动；六国还一致同意尽快启动多领域合作进程，使“上海五国”最初以安全为中心的磋商、协调立场的机制向建立多领域多边合作机制方向扩展。2002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上，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文件，为该组织奠定了法律基础。2003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晤不仅落实了关于成立秘书处和反恐中心的决定，确定了该组织运作的资金来源和分担比例，而且这次会议通过的“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对于该组织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2004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正式成立，6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启动。2005年7月，在阿斯塔纳峰会上，六国元首签署决议，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常驻地区反恐怖机构代表条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2004年工作报告》等文件。阿斯塔纳峰会签署的文件数目居历次峰会之首。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6个成员国的元首、4个观察员国的元首或代表，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专门给峰会发来贺电。这些充分显示出上海合作组织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蓬勃的生命力。会议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对该组织发展历程予以了高度评价，对今后发展做出了战略性的规划。

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包括：元首会晤、首脑会晤、部长级会晤、联络员机制、反恐中心和秘书处。

第六节 与亚太邻国的关系

一 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在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北方领土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俄日全面发展关系的最重要障碍。“北方四岛”是日本所指的二战中被苏联占领的国后、色丹、齿舞和择捉等4个岛屿。二战结束后，日本一直要求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并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与签署两国和平条约挂钩。由于俄日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争执长期得不到解决，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和平条约也就迟迟没有签署，两国关系的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1992年2月，叶利钦总统致函日本首相宫泽，称日本是俄罗斯的“根据共同的价值观而结成的伙伴和潜在的盟国”。在领土问题上，俄罗斯曾试图采取加快解决的方针，表示要在“法律和公正”的原则下解决与日本的领土纠纷，希望依此获得日本的大量援助。其具体政策是，通过承认两国间存在领土问题并愿在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这些立场的变化推动两国关系，首先争取大规模援助。日本则断定俄罗斯在经济援助等方面更有求于自己，因此依然坚持在冷战时形成的“政经不可分”的强硬态度，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并强调不解决领土问题就不可能签订俄日和约，也不会提供大笔经济援助。1992年7月日本甚至争取到将日俄领土问题写进七国首脑会议的《慕尼黑政治宣言》。俄日在处理此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俄罗斯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迫使叶利钦于1992年9月和1993年5月两度推迟访日计划。

1993年10月，叶利钦实现访日计划。双方签署了关于俄日关系的《东京宣言》和《经济宣言》以及日本帮助俄销毁核武器等16个文件。俄罗斯在《东京宣言》中确认“苏联和日本之间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国际协议均有效”，从而含糊地表示它将愿意在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的基础上与日本进一步谈判领土问题。作为回报，日本在《经济宣言》中明确表示将在“均衡地扩大”俄日全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同俄的经贸关系，并具体地承诺在能源、钢铁等11个领域同俄罗斯合作。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会谈中还表示日本将加快实施已允诺的46亿美元的对俄罗斯经济援助。1994年4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回访了莫斯科，明确表示放弃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政经不可分”原则，转而实行“广泛均衡”的政策，即“在保持整体平衡的基础上努力扩大两国的关系”。

1997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访俄时，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会谈时达成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以1993年10月发表的写明存在“北方领土”问题的《东京宣言》为基础，全力以赴地在2000年内缔结和平条约。1998年4月，叶利钦访日，桥本龙太郎在川奈市向他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提案：日俄两国先在北方四岛中最北边的择捉岛以北划定国界，日本可以暂缓要求俄罗斯返还对北方四岛的施政权。这就是“川奈提案”。1998年11月叶利钦提出了暂缓划定国界，首先缔结一项不包括领土问题的“俄日友好条约”的“莫斯科提案”。

日本防卫厅长官1996年对俄罗斯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和俄罗斯国防部长1997年对日本的回访是俄日政治安全交流中的重要里程碑。

2000年9月，普京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作联合声明、经贸领域加强合作纲要，以及涉及在经济、科技、安全、执法等方面开展合作的若干文件。访问恢复了中断两年之久的俄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在解决领土争端和签署和约等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

2001年3月25日，普京和森喜朗在俄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在落实“川奈提案”还是“莫斯科提案”问题上仍然各持己见。

2002年初，日本媒体披露出，在日本自民党和议会中主管日俄关系的前议员铃木宗男的一系列政治丑闻。由此引发了俄日两国政界对领土问题、发展双边关系问题的检讨，两国政府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压力下一度都不得不作出强硬姿态，使本来就低迷的俄日双边关系蒙上了更厚的一层阴影。两国高级别会晤和一些经贸合作项目也因此搁浅。

小泉纯一郎组成新一届内阁后，2002年夏，俄日尝试发展新关系的努力重又启动。

2003年1月9日到1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普京同小泉就俄日经贸关系、缔结俄日和平条约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旨在深化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和《联合行动计划》。《联合声明》强调，俄日两国将争取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创两国广泛合作的新局面，建立符合两国战略和地缘利益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涉及六个领域的合作，宣称，俄日两国今后将在经贸、安全、科技、国际事务、人员交往等领域加强合作。经贸和科技合作将是两国合作的战略重点之一。同时双方将加强军事机构和护法机关之间的人员交往与合作，并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合作。两国将致力于推动双方“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对话，使两国高层交往“制度化”。

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是俄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方面，在历次的两国首脑会晤中都是重点。为此，两国成立了经贸政府委员会。从1998年开始，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对有关经贸问题进行指导、协商。但是实践证明，由于领土问题的羁绊以及俄罗斯投资环境的恶劣，双方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微乎其微。几年来俄日的贸易额都徘徊在大约50亿美元。双方主要的合作领域仍然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源的合作。

2000年9月俄日双方公布了《俄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的纲要》。2001年日本对俄出口增加了40%，对俄直接投资比前一年增加两倍。为了进一步实施萨哈林石油及天然气工程项目，日本累计投资10亿美元，由日本企业分别出资30%和45%的“萨哈林—1”、“萨哈林—2”两大工程项目进展顺利。

2003年日本加大了推动俄罗斯建设向日本输出石油管线的力度。2003年1月小泉访俄，就能源领域的新合作问题同普京进行了磋商。俄日之间就建设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安纳线）输油管达成重要协议。如果这项俄日经济合作中规模最大的项目得以实施，俄罗斯将每天向日本提供100万桶石油。5月，小泉再次出访俄罗斯，并再次强烈要求俄罗斯对通往日本海沿岸的安纳线优先施工。日本高官也纷纷前往俄罗斯，游说安纳线的建设，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优先修建安纳线，日本将提供75亿美元的资金，协助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新油田。2003年9月1日，普京和小泉就远东输油管道问题通过电话进行了商讨。

二 与朝鲜的关系

朝鲜是俄罗斯在东北亚外交的重点之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较长的时间里把朝鲜半岛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南部，与朝鲜的关系一度冷淡。除1992年俄罗斯总统特使罗高寿访朝外，直到1993年，两国高级外交接触已经停止。俄罗斯方面这时一直在考虑如何处理1991年到期后自动延长5年的原苏朝友好条约。叶利钦多次向韩国答应，该条约到期后不会再有效；1993年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向朝鲜方面通报说，对其中军事同盟性质的条款俄罗斯将进行自己的解释，俄罗斯认为该条款已经过时，不符合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政策、俄朝关系和东北亚出现的新的现实情况。在经济上，双边贸易由最高时期的23亿美元，滑落到1999年的约1亿美元。

1993年1月俄总统特使、副外长库纳泽访问了朝鲜，希望调整和重新确立俄朝关系，建立脱离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正常的国家关系，加强政府间接触，扩大各部门和议会的往来。在中断4年后，俄朝于1994年在莫斯科恢复了副外长级磋商，是年9月，副外长帕诺夫赴朝向金正日转达了叶利钦关于愿与朝发展正常关系的信件。

俄罗斯外交部在1995年9月宣布不再延长原苏朝友好条约时建议两国缔结新的条约，认为这可使俄朝关系达到一个新水平，促使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可为保障通过和平、民主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1996年4月10～12日，俄罗斯副总理伊格纳坚科访问平壤，带来了叶利钦总统表示愿加强两国关系的口信，并与朝鲜方面举行了政治磋商。伊格纳坚科说，这次访问是俄罗斯与朝鲜关系中的“大突破”，“我们已经开始使我们之间的联系向认真的文明的水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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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和1997年10月，两国先后举行了政府间经贸与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其宗旨是促进俄罗斯和朝鲜的实业联系在经历了漫长的衰退期后重新活跃起来。双方就在贸易、轻工业、林业、合资公司、建筑、矿山开发、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和在朝鲜建立俄罗斯石油提炼厂等8个领域内开展合作的原则达成协议。双方还就解决双方间存在的债务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1994年，在朝鲜核问题出现后，俄罗斯建议举行4＋2国际会议（即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日本加上朝鲜和韩国）以便一揽子解决朝鲜半岛的各项问题。1995年俄罗斯提出，建立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朝鲜和韩国在内的次地区安全体系，由中俄美三国为朝鲜半岛提供和平保证。

2000年普京总统加大了调整俄罗斯亚洲战略的力度，采取了同朝鲜半岛南北方均衡发展的政策，提出在朝鲜南北双方推行等距离的平衡外交，并开始大力修复同朝鲜的关系。

2000年2月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访朝，双方此次正式签订了《俄朝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为俄朝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标志着两国进入了双边关系平等互利合作的新阶段。

2000年7月普京对平壤进行了访问，这是15年来俄罗斯（苏联）元首的首次访问，从而拉开了俄罗斯对朝鲜新政策的序幕。

2001年7～8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问俄罗斯。双方发表了《莫斯科宣言》，一致主张维护1972年的反导条约，实现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同时，双方还达成关于俄罗斯向朝鲜出售武器的协定。

2002年8月金正日再次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晤。

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度爆发。俄罗斯认为，朝鲜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参加国，应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的协议，朝鲜半岛应该保持无核地位。同时强调，朝鲜核计划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应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向朝鲜半岛地区提供国际安全保障、确保该地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保证朝鲜半岛保持无核地位的先决条件。俄罗斯要求有关各方表现出克制，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2003年1月，俄罗斯公布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建议：第一，确保朝鲜半岛的无核地位，所有方面严格遵守其他国际协议中的义务，包括1994年框架协议；第二，有关国家开展建设性的双边和多边对话，其中目的之一应当是，保障朝鲜的安全；第三，恢复已在朝鲜半岛启动的人道主义计划和经济计划。

1月18日，俄罗斯特使洛修科夫前往朝鲜进行外交斡旋。

8月，俄罗斯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六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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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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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没有官方的国徽，只有两种类似国徽的徽记，左边的多用于土耳其外交部和使领馆，右边的使用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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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行政区划图

[image: ]


大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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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巴切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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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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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的剧院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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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的赛尔苏斯图书馆遗址（张正涵 摄）

[image: ]


伊斯坦布尔的耶莱巴坦地下水宫（李鑫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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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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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的艾哈麦德·哈米德·阿克塞基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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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巴克尔的先知清真寺（Benazir Fazlıoğlu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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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的阿塔图尔克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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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方尖碑（郭长刚 摄）

[image: ]


伊兹密尔的库纳克钟楼广场（吴奇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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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普鲁斯海峡（郭长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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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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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奇亚（曾桂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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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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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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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商品市场（Benazir Fazlıoğlu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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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丁传统民居（Benazir Fazlıoğlu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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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传统茶壶


出版说明

《列国志》编撰出版工作自1999年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出版144卷，涵盖世界五大洲16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国际知识参考书。该套丛书自出版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21世纪的《海国图志》”，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全景式“窗口”。

这项凝聚着近千学人、出版人心血与期盼的工程，前后历时十多年，作为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我们为这皇皇144卷《列国志》的出版深感欣慰。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们了解世界各国最新动态的需要也更为迫切。鉴于此，为使《列国志》丛书能够不断补充最新资料，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各界，我们决定启动新版《列国志》编撰出版工作。

与已出版的144卷《列国志》相比，新版《列国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新的调整。国际组织卷次将单独作为一个系列编撰出版，原来合并出版的国家将独立成书，而之前尚未出版的国家都将增补齐全。新版《列国志》的封面设计、版面设计更加新颖，力求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享受。内容上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数据的更新、最新情况的增补以及章节设置的变化等方面，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该套丛书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特色。例如，增加了各国有关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的内容；特设“社会”一章，介绍各国的国民生活情况、社会管理经验以及存在的社会问题，等等；增设“大事纪年”，方便读者在短时间内熟悉各国的发展线索；增设“索引”，便于读者根据人名、地名、关键词查找所需相关信息。

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版《列国志》将以纸质书为基础，全面整合国别国际问题研究资源，构建列国志数据库。这是《列国志》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由此形成的国别国际问题研究资讯平台，必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对日益繁杂的国际事务的决策需要，促进国别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拓宽中国民众的国际视野。

新版《列国志》的编撰出版工作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国家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其列为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王伟光院长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鼎力相助，国别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相继加入编辑委员会，提供优质的学术咨询与指导。相信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之下，新版《列国志》必将更上一层楼，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更好地发挥其作为“知识向导”、“资政参考”和“文化桥梁”的作用！

新版《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13年9月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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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览

第一节 国土与人口

一 地理位置与地形气候

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语：Türkiye Cumhuriyeti）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国土包括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土耳其的陆地邻国共八个，西北与保加利亚接壤，西部与希腊为邻，东北面是格鲁吉亚，东部毗邻亚美尼亚、伊朗和阿塞拜疆，东南则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相接。三面海水环绕，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西濒爱琴海。在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地区之间的，是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统称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形成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同时也分割了欧亚大陆。土耳其作为欧亚文明连接与碰撞的中心，一直以来发挥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土耳其从西到东延伸超过1600公里，从北到南延伸不超过800公里。国土介于北纬35°～43°、东经25°～45°，总面积（包括湖泊在内）达783562平方公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东色雷斯地区与希腊、保加利亚接壤；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由中央高原和狭窄的沿海平原组成。土耳其复杂多变的地理景观是几千年来地壳运动的自然结果，同时也通过频繁的地震与火山喷发显现出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即是由沿断层线侵蚀的古河道，经地壳下陷、海水浸没而形成的，因而也逐渐促成了黑海的形成。土耳其地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带，地震频发，1999年发生了里氏7.4级强烈地震。

土耳其濒临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国土部分是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而濒临黑海的地区则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有温暖湿润的夏季和寒冷潮湿的冬季。内陆地区气候相对更酷热一些，靠近海岸线的高大山脉阻挡了地中海气候从海洋延展至内陆，这给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内陆地区带来了一个季节对比鲜明的大陆性气候。

因为各个地区气候差异显著，土耳其适合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托罗斯（Toros）山脉构成了土耳其地中海地区的脊梁，它由高到低向特瓜斯（Turquoise）海滨倾斜。特瓜斯海滨由西向东从马尔马里斯（Marmaris）的游艇码头，经由繁华的城市安塔利亚（Antalya），延伸至东部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城市阿达纳（Adana）。该地区以茂密的森林闻名，已成为土耳其主要的旅游区之一，吸引着无数探险旅行者。

土耳其中部地区是山脉、河流、咸水湖和淡水湖纵横交错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土地既适合种植麦子和棉花，又可进行放牧。黑海海滨有1000多英里的山岬和山脉，湍急的河水在峻峭的山谷间奔腾。海滨地区雨量充沛，是探险旅行的绝佳场所，古代遗迹在山脉中随处可见。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炎热干燥，适合农业、牧羊、石油勘探和开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土耳其东部，蜿蜒曲折流过东南部地区。

二 行政区划

土耳其全国的行政区划共分为四级，分别是省、县、乡和村。据统计，土耳其全境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共有81个（参见表1-1），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有923个。

表1-1 土耳其行政区划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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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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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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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土耳其的行政机构是一种相互重合的二元组织结构，其中一元是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另一元是以各省首府为首的地方自治政府。前者享受中央的财政支持，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后者则享有充分的行政权，不享受中央的财政支持。

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中，省长和县长均由中央任命，省长作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是地方体制内的最高领导，所以其产生途径也较为复杂，首先需要内政部提名，经总统批准后再由部长理事会任命。地方自治政府共2950个，其中治理人口超过75万人的自治政府共有30个。各级自治政府的领导成员均由选举产生，选举过程受中央监督，在特殊情况下，中央有权免去自治政府成员的领导职务。一般情况下，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三个自治政府的选举竞争比较激烈，其中又以伊斯坦布尔为甚，其被誉为“进入中央执政的阶梯”，如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曾于20世纪90年代任伊斯坦布尔大都市政府的行政特首。

以中央为首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的有机结合体现出土耳其宪法中“地方管理”和“中央集权”原则的统一。不同的是，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的辖区是固定的，而地方自治政府则可以在中央批准的前提下，将辖区范围在合理范围内浮动。此外，二者的职权范围也有不同，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更多关注环境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紧急救援等民生领域的内容。

三 人口、民族和语言

土耳其是一个民主、世俗、统一的宪政共和国，拥有多元化的文化传统，其人口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土耳其宪法第66条定义“土耳其人”是“任何享有土耳其公民身份且隶属于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因此“土耳其人”作为土耳其公民，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有别于民族意义上的定义的。

土耳其统计局2014年1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土耳其人口已超过7666万人，比一年前增加了104万人，增幅为1.37%。统计数据显示，土耳其81个省份中，伊斯坦布尔省的人口超过136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5%，高居各省份之首；其次分别为安卡拉省、伊兹密尔省、布尔萨省和安塔利亚省；北部的巴伊布尔特省人口最少，仅有7.56万人。此外，土耳其男性为3847万人，占总人口的50.2%；女性为3819万人，占49.8%，平均年龄为30.4岁。15～64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7.7%。

在土耳其人口中，土耳其族约占70%～75%，库尔德族占18%，其他少数民族约占7%～12%。土耳其族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其中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支派阿列维派（Alevi）。库尔德族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约1400万人，其中约700万人生活在东部和东南部大片地广人稀的地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外表上和土耳其人没有太大区别，在语言、文化和家庭传统上却大相径庭。《洛桑条约》正式承认的土耳其三大少数民族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少数民族本身在土耳其仍然是一个敏感词，土耳其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常遭批判，除三大少数民族外，土耳其其他少数民族几乎不享有特殊权利。

土耳其的官方语言是土耳其语，约90%的土耳其人使用该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库尔德语（土耳其使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语言）、阿拉伯语、切尔克斯语、希腊语以及亚美尼亚语等。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起源于中亚。早期的土耳其语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记录，但在1928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建立共和国后着手改革国家的语言，用以区别新国家与旧奥斯曼帝国，于是改用拉丁字母，沿用至今。

四 国旗、国徽与国歌


国旗


土耳其共和国国旗面为红色，呈长方形，长宽比为3∶2，靠旗杆一侧有一弯白色新月和一颗白色五角星。红色象征鲜血和胜利；新月和星象征驱走黑暗、迎来光明，也标志着土耳其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还象征幸福和吉祥。


国徽


土耳其共和国没有官方的国徽，但习惯用国旗上的一弯新月和一颗五角星的图案，作为类似国徽的徽记，寓意与国旗相同。还有一种徽记多用于土耳其外交部和使领馆，是将国旗上的图案置于一个红色椭圆形中，在其上方以土耳其文书写国名“土耳其共和国”。


国歌


《独立进行曲》在1921年3月12日被正式定为土耳其国歌。当时，共有724首诗歌参加国歌歌词的竞选，最后梅赫梅特·阿基夫·埃尔索伊（Mehmet Akif Ersoy）的作品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确定为国歌。而在另一场国歌乐曲的竞争中，有24位作曲家参与了国歌曲子的抉择。因战争而顺延到1924年召开的议会选择了阿里·里法特·察合台（Ali Rifat Çağatay）的曲子为国歌旋律。1930年，国歌曲子改为总统交响乐队指挥萨基·温格尔（Zeki üngör）的曲子，歌词的伴奏、唱法也因此有所改变。

《独立进行曲》歌词为：

要无畏，别气馁，深红旗帜颜色不褪。

这是最后的炉火，为国家化成灰，

我们确知它不白费，这是我国的明星，永放光辉，

这是我国的明星，是我宝贝。

别皱眉，新月美，为你死我做好准备。

英雄国家快露笑脸让愤怒消退，

免为你流血又受罪。

自由是我国权利，

自由属我信仰所归。

第二节 宗教与民俗

一 宗教

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最大的宗教，约99%的土耳其人口是法律意义上的穆斯林。约70%的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约25%信奉什叶派的支派阿列维派，其他约5%信奉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基督徒（东方正统教教徒、希腊东正教教徒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教徒）和犹太人（主要是塞法尔迪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构成了土耳其人口中的非穆斯林部分。

土耳其从官方意义上讲是一个世俗国家，192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便没有官方宗教，凯末尔主义随着1937年底的改革更加稳固。然而，目前几乎所有中小学的公立学校都设置宗教类课程，且仅限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在这些课上，学生们需要学习祈祷和其他属于逊尼派教义的宗教实践。因此，尽管土耳其在官方意义上是世俗化国家，但公立学校保留宗教类课程仍存争议。

对于许多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兰教教义与西方哲学并不兼容。宗教激进主义者和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和世俗主义思想对伊斯兰教教义是有危害的。显然，某些伊斯兰教的传统、理念和实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冲突。然而，不管从哲学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或神学角度，伊斯兰教都是多维的。

根据1923年《洛桑条约》相关条款，土耳其的非穆斯林群体，即宗教少数派，由专门的政府机构公共慈善管理局统一管理。公共慈善管理局必须确保所有教堂、修道院、犹太会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孤儿院和其他类似机构的正常运行。但实际上，土耳其只承认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犹太教等宗教少数派，穆斯林其他教派，例如什叶派支派阿列维、拜克塔什教团，以及拉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则不被正式认可。
 
[1]

 2013年，欧洲人权法庭裁定，土耳其歧视阿列维派并限制了阿列维派的宗教自由权利。
 
[2]



二 节日

土耳其的节日大概可分为三类：全国宗教性节日、全国非宗教性节日、地方性节日。宗教性节日的时间是依据伊斯兰历而定，所以不能用公历算出确切的日期；而地方性节日的时间一般与收获时节、天气变化、月亮盈缺等密切相关，因此也很难计算出确切的日期。土耳其的主要节日如下。

斋月（Ramadan）是土耳其的全国宗教性节日，为期一个月。斋月首日可能随着月亮盈缺变化而前后波动一天。按照《古兰经》教义，在这一个月中，穆斯林将在黎明到日落间禁止一切饮食等活动。通常，人们在天亮之前吃“封斋饭”（suhoor），在日落时以食物或饮料开斋。斋戒是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五项基本功课之一，是穆斯林的一种修炼心性的宗教活动。

麦加朝圣日（Day of Hajj）也是全国宗教性节日，庆典日期随斋月有所变动。“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

5月19日是青年运动节，即阿塔图尔克诞辰日，是全国非宗教性节日。

5月29日是伊斯坦布尔周年庆，庆祝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

6月15日是先知诞生日，是全国宗教性节日，日期随月亮盈缺而变动。

8月30日是胜利日。1922年8月30日，土耳其军队战胜希腊侵略军，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此后这一天被定为“胜利日”，现为土耳其公共假日。

10月29日是共和国纪念日，庆祝凯末尔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是全国性公共假日。

11月10日为凯末尔忌辰，全国举行短暂的默哀，是全国一般性节日。

三 民俗


服饰
 土耳其传统服饰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男子头戴红色的高筒毡帽或呢帽，身着长袍与灯笼裤；妇女则面罩黑纱，身穿黑袍。如今随着土耳其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衣着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见。土耳其男人十分讲究蓄须，不同的胡须式样往往代表不同的年龄层次和身份地位。土耳其妇女则一般不再面罩黑纱，但进入清真寺做礼拜时，还是必须全身包裹起来。


饮食
 一个社会的饮食文化与其社会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安纳托利亚几千年的灿烂历史和文化以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土耳其菜系。土耳其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因而土耳其菜系中猪肉是绝对禁止的。

土耳其的菜品集合了各种菜系的精华，汇集了世界各地的饮食特色。大多数土耳其餐兼顾美味与营养。酸奶在很多的土耳其佳肴中都用作佐餐。以酸奶作为底料的汤，配以各种谷物、肉以及豆类，也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干扁豆通常配以蔬菜、肉和谷物。米饭通常与鸡肉、鱼和各种蔬菜一起制作。最普遍的搭配是“ayran”（稀酸奶）、米饭与干蔬菜。著名的“Kebab”（土耳其烤肉）一般是配以蔬菜和土耳其面包或者米饭和酸奶一起食用。土耳其甜品多以面粉作为基料，并且配以坚果和糖浆。最著名的是“baklava”（以面粉、蜂蜜、开心果碎屑制成的甜点）、“lokma”（土耳其油炸面点）、“ulunma tatlisi”（油炸的面点，配以糖浆制作而成）、“kadayif”（配以糖浆的丝状面点）以及“kunefe”（内裹芝士的甜点）。

在今天的土耳其，人们都喜爱饮茶。茶不仅是芬芳的饮品，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催化剂，维系着土耳其人之间的紧密关系。热情的土耳其人通常以香气四溢的红茶招待来到土耳其的外国宾朋，以此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情。土耳其红茶是由极富特色的双层茶壶烹制。小茶壶里装有适量干茶叶，先把茶叶用水洗一洗，洗完的水从壶嘴中滤出。在大茶壶里加满水，将小茶壶叠放在大茶壶的壶口，用大火烧至水开。在这个过程中，小茶壶里的茶叶的清香溢出。然后把大茶壶里烧开的水注入小茶壶中，再往大茶壶中加满水。继续把上、下两个茶壶叠放在一起，用小火慢慢烧至大茶壶里的水再次滚开。茶煮好关火以后要稍等片刻，待滚开的茶水沉静下来，再倒入透明的细腰玻璃杯中。倒茶的时候也很有讲究，玻璃杯口放有一个过滤网，一般先把小茶壶里的茶水倒入一半，然后再倒入一半大茶壶里的开水。土耳其人一般还会在茶中加入两块方糖。

第三节 特色资源

一 著名城市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扼黑海出入门户，处于欧亚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分为欧洲部分（色雷斯）和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其欧洲部分又由天然港口金角湾分为南部的旧城和北部的新城。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文化、经济和金融中心。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历史上曾称拜占庭、君士坦丁堡，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迁都至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当选为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和2012年欧洲体育之都。伊斯坦布尔有约450座清真寺，拥有众多珍稀的文化古迹，例如托普卡帕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蓝色清真寺）等。


安卡拉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海拔978米，人口约500万人，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公元前13世纪，赫梯人在安卡拉建立了城堡，该地区先后被弗里吉亚人、高卢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占领。1345年，苏丹奥尔汗·加齐攻克安卡拉，将其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土耳其首都原为伊斯坦布尔，20世纪初，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进行反抗外国侵略和推翻苏丹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安卡拉逐渐成了斗争的中心，同时也出于安全的考虑，革命胜利后于1923年10月13日被正式定为共和国首都。安卡拉市区分新城、旧城两部分。老城以古城堡为中心，街道狭窄，建筑破旧，至今仍保留着奥斯曼时代的风貌；新城环绕在老城东、西、南三面，尤以南面的城区最为整齐，大国民议会和政府主要部门都集中在该地区。安卡拉以政治中心和商业城市闻名。安卡拉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铁路和空中航线通向全国各地，是连接土耳其东西两部分的枢纽。安卡拉的名胜古迹有阿塔图尔克陵墓、赫梯博物馆、丘布克水库等。


伊兹密尔
 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位于爱琴海伊兹密尔湾东南角，有优良的港口和铁路网，工业和贸易都十分发达。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被希腊占领，1922年土耳其收复了伊兹密尔。伊兹密尔周围遍布着爱琴文明的遗迹。距伊兹密尔40公里处，有一座世界闻名的古城——以弗所（古名Ephesus，现名Efes），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保留有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遗迹等。此外，还有如希萨尔清真寺、圣母玛利亚最后的隐居地等众多名胜古迹。

二 名胜古迹


以弗所
 位于伊兹密尔市东南40公里处，是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大城市，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得最好并且最大的希腊罗马古迹。今天的以弗所并没有行政机构，但它的特殊地位却让周边其他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黯然失色，因为在公元前600多年前，这里已经初具城邦的轮廓，直到公元6世纪之前，以弗所都是地中海东部声名显赫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以弗所，用一段段惊艳的残垣断壁，记录着千年之前的奢华光景。阿尔忒弥斯神庙、宏大的剧院、通向海港的宽阔大道、令人震撼的塞尔苏斯图书馆、哈德良皇帝神庙……多少个世纪以来，以弗所偏安一隅、安逸闲适，是高雅的艺术殿堂。但抵不住自然的巨大力量，河流泥沙日渐淤积她的港口，公元6世纪，以弗所停滞了沉重的呼吸，终被遗弃，唯有残垣断壁默默迎接世人惊叹的目光。


蓝色清真寺
 原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因寺内墙壁由蓝、白色的依兹尼克瓷砖装饰而得名，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土耳其著名的清真寺之一。蓝色清真寺建于1609年，由奥斯曼帝国著名建筑师锡南的门徒穆罕默德·阿伽（Mehmet Aga）设计建造，尤有特色的是环绕其四周的六座宣礼塔，堪称伊斯兰世界独一无二的设计。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索菲亚大教堂（英语：Hagia Sophia；土耳其语：Ayasofya）位于伊斯坦布尔，坐落在蓝色清真寺对面，是著名的拜占庭式宗教建筑，有近1500年的历史。在1453年以前，它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主教堂，此后被土耳其人占领，改建为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内部装饰，除了有各种精美雕刻外，还有用有色大理石和黄金镶嵌而成的马赛克图案。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型穹顶令人震撼，让人感到无比神圣。


地下水宫
 耶莱巴坦地下水宫（土耳其语：Yerebatan Sarayı，意为沉没的宫殿）位于伊斯坦布尔苏丹哈美特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南边。整座水宫长140米、宽70米，336根高9米的庞大的科林斯式石柱支撑着巨大的砖制拱顶，是伊斯坦布尔规模最大的地下水宫殿，建于拜占庭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公元527～565年），是当时君士坦丁堡储存日常饮用水的地下宫殿。


棉花堡
 棉花堡位于伊兹密尔市西南部，地貌独特，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游人。纯白色的阶梯状地貌是由以碳酸钙为主的“钙华”构成的，雨水渗入地下，经过不断的循环最终以温泉重新涌出，溶解了大量表面岩石块的石灰质。温泉流淌之处，石灰质便渐渐淤积，从而慢慢形成了如今的棉花堡。

除了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名胜古迹外，土耳其还有许多世界遗产，如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锡瓦斯）以及考古“圣城”帕姆卡莱，此外还有特洛伊古城、埃迪尔内、桑瑟斯古城、恰塔霍裕克、卡帕多奇亚、内姆鲁特和番红花城等。




 [1]
 Niyazi Öktem.“Religion in Turkey”，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2：pp.371-380.


 [2]
 “Turkey ‘guilty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Aljazeera.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12/turkey-guilty-religious-discrimination-2014123105736700367.html.


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从史前时代到拜占庭时代

一 史前时代

安纳托利亚地区，包括了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是世界上古老的永久定居地之一。东色雷斯，即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在四万年前便有人开始居住，并且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常住民开始农耕实践。色雷斯人（拉丁语：Thraci）是居住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印欧部落族群。在东安托利亚高原地区，哥贝克力石阵是已知最古老的人造宗教寺庙，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前。而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现存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期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7500～前5700年，于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特洛伊城（今土耳其的希萨利克）则始建于新石器时代，并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

安纳托利亚在圣经时代已在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台人（原始赫梯人）、卢维人及胡里特人相继占领小亚细亚后，印欧人便攻陷了哈图沙（赫梯王国的首都）。公元前1800～前1170年，赫梯人兴起。公元前1180年，赫梯帝国崩溃后，安纳托利亚地区出现了政治真空。于是许多讲印欧语系的民族，以及“海上民族”纷纷迁入这一地区，形成了一波移民浪潮。弗里吉亚人也在这批移民之内，他们于前9世纪至前8世纪时建立了以戈尔迪乌姆为都城的王国。外来入侵使得赫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都遭到彻底性的毁灭。

公元前8世纪后，吕底亚人成为统治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强者。吕底亚都城距爱琴海较近，同希腊贸易往来频繁。吕底亚人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开采了各种金属矿，用以铸币，被各国觊觎。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君主居鲁士二世生擒吕底亚国王克罗索斯，吕底亚帝国终结。

二 古典时期

居鲁士大帝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启了古波斯帝国时代（前550～前334年），继任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继续扩张。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僭主在波斯支持下远征纳克索斯岛失败，遂鼓动了整个爱奥尼亚希腊语地区起义以反抗波斯统治。雅典介入起义，引发了希波战争。到公元前470年，希腊取得战争胜利，几乎整个小亚细亚西海岸都脱离了波斯统治。

三 希腊化时代

随着强调扩张主义的腓力二世登上王位，马其顿开始在希腊世界崭露头角。腓力二世积极扩张领土，发动战争，成立柯林斯同盟，担任最高统帅。然而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意外杀害，其子亚历山大成为新的统治者。他养精蓄锐，通过一次次漫长的战争，征服了波斯帝国，领土最大时从爱奥尼亚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突然去世，给马其顿留下一个权力真空，他的将领们争夺权力，引发了内战，四处征战而来的庞大帝国因而迅速瓦解。帝国最终被分成四部分，托勒密一世获得了安纳托利亚南部诸国和埃及；利西马科斯控制了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色雷斯（今巴尔干半岛一带）；塞琉古一世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卡山德统治了希腊，建立了短暂的安提帕特王朝。到了公元前270年，这些希腊化国家经过战争洗礼，只剩下安提柯王朝（以马其顿-希腊为中心）、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

四 罗马时代

经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2年），罗马开始称霸西地中海，古迦太基实力衰弱，终为罗马所灭。之后，塞琉古王国击败托勒密埃及，同势力扩张到希腊本土的罗马相遇，引发了罗马同叙利亚的战争（公元前192～前188年），又称为安条克战争。战争的结局是罗马取得胜利，塞琉古惨败，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被迫签署了《阿帕米亚和约》，进一步巩固了罗马在希腊的霸主地位，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唯一强国。这样，本都王国直接面临着来自古罗马的威胁，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在位时，本都势力达到顶峰，控制着黑海沿岸，还试图入侵罗马的属国，这便引发了罗马与本都之间的战争。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公元前64年，本都的大部分领土被罗马占领。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希腊化时期的古国，即帕加马。帕加马王国是在塞琉古王朝发生内争时乘乱独立的，第一任统治者是阿塔罗斯一世。为了在纷争中有一席之地，维持自身统治，帕加马被迫投靠了当时愈加强大的罗马。帕加马最后一任国王阿塔罗斯三世死前立下遗嘱，于公元前133年将国家献给罗马，之后成为罗马的亚细亚行省。

由于周边没有强大势力的威胁，罗马加强了对希腊内部事务的干预，公元前30年屋大维击败安东尼，成功将埃及作为其领地，罗马共和国彻底摧毁了希腊化国家，终结了希腊化时代。

从奥古斯都统治开始，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安纳托利亚一直享有相对意义上的和平，使自身能作为一整个区域获得发展。奥古斯都皇帝免除了各个省和保护国欠罗马帝国的全部债务。为了改善贸易和运输，政府在大城市间都修建了道路；在农业上的高投入使人人都获得了高回报。政府鼓励人民安居乐业，地方长官也没有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赋税。国家财富随着和平与繁荣而不断增加。这一时期也因而涌现出了很多受人尊敬的伟人，例如帕加马的医学家盖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等等。

到了3世纪中叶，和平受到了新敌——哥特人的威胁。此时正是安东尼王朝后期社会、经济、政治普遍爆发危机的时期。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各地不断爆发奴隶和农民起义，最有名的是3世纪60年代的巴高达运动，撼动了统治阶级的统治。

五 拜占庭时代

罗马帝国持续的动荡已使其越来越难以控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了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对此地进行了重建和大规模的扩建，使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外，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诏书》，也称《米兰欶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同时制定法令给予基督教各种不同的特权及税赋豁免权，对基督教在其后转变为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公元325年，基督教已分裂成几大派系，其中正统教会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一派则否认“三位一体”说，认为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为使教会统一教义，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3年在尼西亚召集了主教大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大会最终通过《尼西亚信条》，坚持以正统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为正统教义，斥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并将阿里乌斯逐出教会。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儿分治帝国。帝国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又延续了十六年（337～353年）之久。公元353年，君士坦丁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一了帝国。但不久就被君士坦丁的侄儿朱里亚努斯推翻。政权频繁更迭，378年，亚德里安堡战役中罗马皇帝瓦伦斯之死被视为古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罗马帝国的分界点。狄奥多西一世，瓦伦斯的继承者，于395年将帝国再度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交由自己的两个儿子治理。东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与西罗马帝国截然不同，西罗马帝国内部叛乱和起义不断，加上遭受日耳曼人和安息帝国等来自周边的侵扰，愈加衰弱，直至476年正式灭亡。而拜占庭帝国却没有经历这类灾难，较为安稳地度过了几个世纪。6世纪，拜占庭帝国取代原先安息帝国的萨珊王朝达到统治巅峰。530年，卡瓦德一世派军进攻拜占庭要塞，但被拜占庭大将贝利撒留击溃。第二年，波斯与拉赫姆王国组成的联军击败了贝利撒留的军队，拜占庭与波斯签订了和平协议。

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是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他和他的杰出将领贝利撒留通过征战讨伐，收复了部分原先丧失的西部领地，并重新编撰了古罗马法典，制定了《民法大全》。卡瓦德一世的儿子库斯鲁一世（531～579年在位）是以改革著名的萨珊王朝统治者，他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由政府供给配备的军队，并于540年撕毁和平协议，进军叙利亚。此后80年间，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虽然整个埃及在621年落入萨珊王朝手中，但连番征战已耗尽了王朝的军力和财力，拜占庭趁机调动军队进行反攻，在之后的五年里，接连击溃波斯人。由于长年虚耗、赋税沉重、经济衰退，萨珊王朝逐渐衰弱，最终被伊斯兰哈里发征服。

634年，阿拉伯人击败了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军队，接连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拜占庭数次欲夺回埃及，但都失败而返。678年，阿拉伯舰队逼近君士坦丁堡，却遭遇了拜占庭帝国的秘密武器——“海洋之火”，舰队几近覆没，被迫与拜占庭帝国订立了《三十年和约》。在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完成了从古典罗马帝国向希腊化的君主制国家的转变，希腊语被指定为官方语言。

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是马其顿王朝（866～1057年）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拜占庭获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占领了部分亚平宁半岛和保加利亚帝国。尤其到了巴西尔二世（976年继位）统治时期，拜占庭的疆域达到最大规模，北到多瑙河下游，南至美索不达米亚，西起亚得里亚海，东到亚美尼亚。此后，拜占庭帝国开始走下坡路。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此后在漫长的近200年中，西欧的封建领主对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国家发动了一系列宗教性战争，其中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直指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12世纪末，拜占庭帝国已伤痕累累、四面临敌，帝国岌岌可危。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塞尔柱人扮演了重要角色。1040年，塞尔柱人征服伊朗。1055年，塞尔柱人进驻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被迫将权力移交出来。塞尔柱人并不满足，继续向拜占庭帝国发起进攻，1071年，塞尔柱人俘虏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罗麦纽斯，占领了拜占庭的小亚细亚腹地，他们也就是现今土耳其人的祖先。在塞尔柱人的势力中，有一股是乌古斯人的分支奥斯曼人部落，被称作奥斯曼苏丹国，1359年，穆拉德一世继位，屡次征战使拜占庭帝国陷入绝境，1453年，奥斯曼军队在穆罕默德二世带领下进军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时期

一 概况

奥斯曼帝国古典时期（Classical Ottoman）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从行省（Beylik）到帝国阶段（1299～1453年）。奥斯曼·贝伊（Osman Bey）是帝国的创立者，帝国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儿子奥尔汗（Orhan）继承了父亲遗愿征服了布尔萨（古布尔萨），并开始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伐。奥斯曼帝国的国土面积在此期间迅速扩大，直到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在1402年被帖木儿大帝（Tamerlane）打败，之后则是巴耶塞特之子间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到了1430年，帝国已基本恢复了先前的版图。

第二，鼎盛阶段（1453～1579年）。穆罕默德二世（MehmetⅡ）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把它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其后继位的四位苏丹都所向披靡，征占了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从北非到克里米亚的广袤地区。1517年，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Resolute”或“Yavuz Selim”）征服埃及，由奥斯曼帝国苏丹担任哈里发。随后是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年在位）统治时期，他是奥斯曼帝国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该时期以（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的死告终。

第三，停滞阶段（1579～1699年）。几任苏丹被限制在如“牢笼”般的托普卡帕皇宫里长大，他们或是被处死以确保继位者没有竞争对手，或是成为唯一的统治者。16世纪末，苏丹不再参与政务，大维齐尔成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掌控着帝国的运转。

第四，衰落和解体时期（1699～1922年）。工业革命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当土耳其人还在设想应该在哪方面进行现代化时，欧洲强国们已在考虑如何瓜分帝国遗产了。

奥斯曼帝国阶层可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凡是参与国家管理、任职于皇室或军队的人员，均属于统治阶级。国家以苏丹为首，几乎所有的统治阶级都被视为军事阶层的一部分，尽管像乌里玛（ulema）这样享有特权的宗教阶层没有军事职能。苏丹作为统治者，是帝国最富有的人，其次是大维齐尔。国家会采取财产限制政策，限制被统治阶级的财富数量、行为用度。如果哪个商人积累了过多的财富，国家便会通过“征用”这一方式使其财产减少到合适尺度，而统治阶级则无须缴纳赋税。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乌里玛和军队将领，例如禁卫军军官。军队兼有军事和行政双重职能，这体现为从底层士兵到西帕希（Sip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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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最上层的大维齐尔，都身兼双重身份。

在奥斯曼帝国，奴隶虽然出身低微，但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而平步青云。在帝国之中，成为苏丹的奴隶意味着荣誉和特权，甚至苏丹的生母和要臣也是奴隶出身。他们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和显赫的地位，但必须听命于苏丹。他们的生命微不足道，可以直接依照苏丹指令被“政治处决”而无须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其死后财产要充公。尽管这项规定只适用于一些财富可观的人，但依然会有人想办法将财产传给后继者，继承人必须出钱资助诸如清真寺、梅德雷斯（伊斯兰学校）、旅馆等公共设施。

乌里玛负责国家的宗教、司法以及教育职能。和所有统治阶级一样，他们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并且不必纳税。但是和军队将领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奴隶出身，而且一般来说未经法律审判则不受处罚，因此他们不会被政治处决，死后财产也不会归还国家，而是留给后代。乌里玛是穆斯林的后代，他们一般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再到伊斯兰大学学习。乌里玛把伊斯兰经典的权威赋予到自己的身上，从而通过发表宗教和神学观点来影响现实政治。因而，历史赋予乌里玛的宗教与世俗双重功能使其具备了参与世俗政治的持久能力。

帝国军队可分为两类。一是有薪水的军队，例如卡普库鲁骑兵、禁卫军和拥有土地的骑兵。帝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民以实物形式交付的阿沙（ashar）和什一税（tithes），而领薪水的军队却能获得国家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薪酬，这确实是一大优势。但当他们的薪水不能按时领取或被支付了成色不足的铸币时，便极可能引发群体反叛。二是不支薪的部队，以西帕希为代表的骑兵继承了为信仰而战、积极进取的加齐（gazi）精神。他们的目标是分得一份被称作“提马尔”的军事采邑，而苏丹拥有全部土地且享有一切随之得来的赋税收入。他把采邑的收入根据功绩赏赐给骑兵，而在战时，则需要各采邑召集与其领地规模相符的军队。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是普通民众，包括经商者、农民和普通城市民众。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但有时也被招募入伍。他们都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其中的非穆斯林还要缴纳人头税（Cizye）。国家是统治者的，而不是被统治者的。

二 坦齐麦特改革

奥斯曼帝国通往西方化和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一个决定性行动是坦齐麦特改革，坦齐麦特宣言也被称为玫瑰园敕令、花厅御诏，因其是在毗邻托普卡帕宫的玫瑰园向帝国政要和欧洲国家大使宣读的。坦齐麦特改革意义重大，它为土耳其带来了人权、法治、自由和民主。这是土耳其脱离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转折点。

坦齐麦特改革开始于艾哈迈德三世（1673～1736年）的郁金香时代并贯穿整个18世纪。真正的改革开始于1789年之后，塞利姆三世（Selim Ⅲ，1761-1808）登上皇位，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同时也受到欧洲剧变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

在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国家面临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阿扬”（地主阶级或各行省长官）的权力达到顶峰，这对国家统一带来了严重威胁。其中的强大者几乎能够自主成为独立“王朝”。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依靠他们作为中间人来收纳赋税和招募士兵。第二个问题是禁卫军（Janissary corps）已然成为苏丹统治的绊脚石。在帝国放弃一贯的征服政策以后，禁卫军丧失了其最重要的地位。由于忙于经商赚钱，他们不愿在训练场上花费太多时间，但是当时火器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对于禁卫军来说，要放弃赚钱而专注于军事训练，他们必须能够获得足够的补偿。因而军事改革是必要的，不仅是为了打败外国军队，也是为了抑制“阿扬”反叛的趋向。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通称为“新制度”或“新秩序”。1773年，塞利姆三世仿照法国军队模式建立了新式军队，它的名字与法国大革命“新秩序”意义相同。塞利姆三世谨慎地逐步推行改革，以免激起禁卫军的愤怒。他不得不征收额外的赋税来供养新式军队，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秩序”改革对纳税人是不利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阿卡地区战胜拿破仑之后，土耳其正规军的数量增加到一万人。但随后此起彼伏的来自阿扬和禁卫军的叛乱使得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力不从心，局势愈加不可控制，直到1807年塞利姆三世被废黜，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Ⅳ）（1807～1808年在位）登上帝位，“新秩序”改革失败。

1826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1808～1839年在位）宣布在全国实施改革。1876年的坦齐麦特宣言所涉及的内容包括：（1）保护生命、尊严和财产安全；（2）废除包税制度；（3）改革兵役制度，把服兵役年限缩短至4年或者5年；（4）所有臣民不分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言许诺新颁布的法律将会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重；司法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规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享有平等地位的条款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创举。

在军事破产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而变成欧洲强国的附属国。很明显，作为几个列强共管的附属国比成为单一列强附属国有更大的优势。奥斯曼帝国在列强之间的相互斗争中获益，借助一方力量来对抗另一方，从而有一定的自由采取对自身有利的策略。但奥斯曼帝国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东方问题”，即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以获得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和地缘政治优势；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地区民族国家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独立。简而言之，奥斯曼帝国面临土崩瓦解。

许多土耳其民族主义作家用批评的眼光看待坦齐麦特改革，因为它恰好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赖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来维持统治的时期。但坦齐麦特改革确实是土耳其民族争取公民权利和宪制政府的开端。

三 克里米亚战争和早期青年土耳其党人

1852年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巴勒斯坦“圣地”归属权问题上发生争执，这给了俄国取代其他欧洲列强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借口，于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一方，沙皇俄国为另一方。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才结束，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签订的《巴黎条约》规定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并把奥斯曼帝国置于欧洲各国的保护之下，帝国因此“欧洲化”。1856年，奥斯曼帝国公布了改革法令，重申坦齐麦特宣言并进一步制定法律以保证不分种族和信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在帝国境内，许多地区都爆发了针对基督教徒的暴乱，穆斯林对于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资产阶级欧洲化生活方式感到恼怒，更无法忍受其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

早期青年土耳其党人中最杰出的成员的是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他的作品有着深远的、革命性的影响。纳米克·凯末尔用他的诗歌和散文拓展了“祖国”这一概念的含义，使之具有了深刻的情感因素，个人为了祖国可以做出巨大牺牲甚至是献出生命。纳米克坚信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的。国家不是一个脱离人民的实体，不可能有脱离人民的利益。人们必须接受先进的事物，不可能退回到过去或者保持现有状况不变。

四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暴政统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Ⅱ）在位时间长达33年（1876～1909年）。奥斯曼帝国在他统治之下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其在帝国实行专制统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首次滥用权力是罢免米哈特帕夏，他担任保加利亚和巴格达的总督，同时还是土耳其农业银行（Ziraat Bankasi）、社会保障基金（The Social Security Fund）等的创始人。他被指控谋杀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而遭到逮捕，最终被狱卒绞死。

1875年帝国遭遇经济危机带来的混乱状况，使得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在统治时期采取应对措施。《1881年穆哈雷姆法令》（The 1881 Muharrem Decree）规定将部分税收收入分派给奥斯曼公共债务部（the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OPDA），这个机构是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建立的，负责偿还欧洲公债持有者利息。为了避免将来再次破产，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亲自监管宫廷的花费。他的经济政策不仅使得国家债务有所减少而且使他的个人财富剧增，他成为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奥斯曼公共债务部恢复了民众对帝国金融稳定性的信心之后，许多项目获得了外国的投资。交通运输领域的进步主要表现为铁路运营里程的增加。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主要是依靠外国投资建设。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对新闻业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报社每天晚上必须将所有新闻和文章送去审查。官方报纸《塔克维姆伊·韦卡伊》（Takvim-i Vekayi
 ）在1890年被查封（直到1908年），原因是一个印刷错误导致从不利的角度报道了苏丹。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政策不得人心，人们称他为“血腥的苏丹”。其统治年代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史称“暴政时期”。他的暴君式的统治导致土耳其人的不满情绪普遍增长，这种情绪支持一个叫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团体的成长。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武装革命爆发，他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再次召开议会。1909年4月27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五 马其顿问题

马其顿地区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三个省组成：科索沃（Kosovo）、萨洛尼卡（Salonika）、莫纳斯提尔（Monastir）。其人口由150万穆斯林、90万保加利亚人、30万希腊人、10万塞尔维亚人和10万瓦拉几人（Vlachs）组成。尽管《圣斯特法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1878年，俄土签订）把这一地区划分给保加利亚，但是随后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这一决定。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是多民族的社区。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名为“非正规兵团”（comitadji）的帮派，通过恐吓手段镇压和驱逐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建立自己的非正规兵团以自卫。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冲突地区疲于奔命，试图维持和平。

1908年3月，英国政府向其他列强发出了照会通知，要求为这三个省份任命一位总督并且减少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事态逐渐升级，巴尔干所有的大城市都在1908年7月23日这一天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奥斯曼帝国政府总共收到67封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电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已经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任命赛义德（Sait）帕夏为大维齐尔，报纸在7月24日便公布了进行选举的命令。因此奥斯曼帝国再次进入君主立宪时期。

六 两次巴尔干战争

自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奥斯曼帝国击败巴尔干联军，南斯拉夫民族便长期处于帝国统治之下。19世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不断发动武装起义，试图独立。1830年希腊王国的独立大大鼓舞了南斯拉夫各民族，俄国为了夺取地中海出海口而发动第八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战败求和，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黑山、塞尔维亚独立，成立了保加利亚大公国。在俄国支持下，泛斯拉夫主义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主流思想，巴尔干半岛诸国也积极扩军并进行外交活动，谋求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希望夺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结盟；之后黑山和希腊也加入，组成了巴尔干同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而告终，帝国丧失了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战争导致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另外，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就马其顿的统治权产生分歧。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巴尔干同盟解体。经过这次战争，塞尔维亚实力大为增强，阻碍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因此得到推动。两地人民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引起奥塞之间的冲突，同时俄国则借由塞尔维亚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奥塞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致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七 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了19世纪末，欧洲列强之间形成了两个联盟。一方是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另一方是协约国，包括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则是后来加入的。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访问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与塞尔维亚开战之际，奥地利表现出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兴趣，但是巴尔干战争的惨败使得奥地利尤其是德国对结盟深感担忧。尽管如此，德国还是决定支持与奥斯曼帝国结盟。10月，德国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在东西战线取得预期的胜利时，便开始坚持让奥斯曼帝国参战。奥斯曼帝国海军对俄国港口发动突然袭击，炮轰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和敖德萨（Odessa）。俄国、法国和英国于是先后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列强忙于相互厮杀的有利时机，宣布废除以前和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时演变为欧洲国家争夺霸权和剥削帝国的工具。当然仅宣布终止这些不平等条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确保作为当事国的官方接受条约的终止。但是，列强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声明一致拒绝这一单方面的决定。通过艰难的外交努力之后，德国在1917年1月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有附加条件，即如果在战争结束之后协约国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德国的特权也必须得到恢复。奥斯曼帝国因持续作战，经济崩溃，国内各民族举行起义，结果无力再战，同盟国相继向协约国求和。德国内部亦发生政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表2-1 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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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

一 凯末尔时代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签署《摩德洛斯停战协定》（1918年10月30日）后，面临着亡国的民族危机。英、法、意等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开始实施大战期间缔结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密约。1919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土耳其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来到安纳托利亚，着手组织全民族的抵抗运动。1919年9月4～12日，凯末尔在锡瓦斯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利亚保护权利协会，并成立以凯末尔为主席的16人代表委员会。同年年底代表委员会驻地由锡瓦斯迁往安卡拉。从此安卡拉成为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0年初，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开幕。由于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会于1月28日通过了《国民公约》，重申埃尔祖鲁姆大会和锡瓦斯大会提出的领土完整、民族自由等精神，声明土耳其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废除特权条约。1920年3月16日，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接着又指使希腊侵占布尔萨、色雷斯等地。苏丹政府于同年4月宣布民族抵抗运动为非法，继而于8月10日签署了亡国的《色佛尔条约》。

1920年4月23日，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组成了以他为首的政府。同时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苏丹政府3月16日以后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法令无效。在1921年1月10日和3月31日至4月1日两次伊诺努战役中，新建的土耳其军队击退希腊军队的进攻。同年8～9月，在萨卡里亚河战役中土军粉碎了希军占领安卡拉的企图。1922年8月26日，土军对希军发动全面反攻，9月9日收复伊兹密尔，9月18日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完全被肃清。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外国在土耳其境内的治外法权全部被取消。洛桑和会的成功，标志着土耳其民族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决定废除苏丹制，从此结束了奥斯曼皇室长达600年的封建统治。1923年2月，伊兹密尔经济大会通过《经济公约》，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土耳其政府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领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封建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迅速兴起。

凯末尔还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大幅下滑，工农业生产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凯末尔向大国民议会提出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会议决定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本国经济要独立自主，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建立国营银行。1922年独立战争之际，大国民议会还在安卡拉召开了教育会议，讨论推行国民小学教育议题，制定有关国民教育政策。

1.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1923～1928年）

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从根本上巩固了共和国制度，完成了国家权力的划分，同时赋予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1924年8月4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决议，撤销了宗教事务部，关闭教会学校，筹备新式法典等，这些举措得到了土耳其国内人民的支持，但触动了维教权者们的利益，他们于1924年秋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进步共和党”。一些省份在他们的煽动下叛乱，严重威胁安卡拉政府。1925年5月底，叛乱被平息。

土耳其建国初期，曾进行了一系列文字改革，凯末尔召集了一部分语言学家探讨采用何种字母取代原先的阿拉伯字母，并在之后组建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以创造土耳其新字母。凯末尔亲自主持工作，最终于1928年8月宣告土耳其新字母诞生。土耳其新字母共计28个，简单易学，有明确的发音，十分便于推广普及和使用。

在外交政策方面，共和国政府采取“祖国安宁、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自身也保持独立自主。这一对外政策使得土耳其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获得了信任，为本国创造了相对和平宽松的建设环境。例如，土耳其政府于1925年与苏联签订了《土苏友好中立条约》，巩固了两国关系，促进了双边贸易发展。1928年5月，土耳其政府与意大利签订了互不侵犯的中立协定，约定互不参与反对对方的任何活动，一方遭受侵略，另一方需保持中立。土政府还与周边的伊朗、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订立友好条约，给世界人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经济方面，共和国成立之时，土耳其人口大约只有一千万，一战使得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锐减，所以首先亟须解决粮食问题。共和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发放农民小额贷款，废除什一税，大大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同时加强农业教育，选派优秀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新技术，培养专业人才。到1930年，土耳其农业水平已恢复到战前。大国民议会在洛桑和会之际召开过全国经济会议，制定了建国后的经济发展路线。1923～1928年共和国建立初期，土政府采取了一些举措，保护和扶持弱小企业，对新建企业的进口机器设备免征税款，通过铁路运输工业品时减收三成运费，提高本国生产工业品的出口价格，等等。这些举措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发展，但受当时环境及《洛桑条约》的限制，土政府无法变更关税税率，也无力投资举办企业（仅投资创办了一家企业银行）。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的地位十分低下，权益没有任何保障，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很少。土耳其工农社会主义党于1923年4月成立，要求赋予工人组织罢工、游行的权利，工人可行使直接选举权，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他们带领各地的工人阶级开展了多次罢工，如伊兹密尔的艾登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政府因而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时间。

2.经济危机时期（1929～1932年）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是共和人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1年进行选举，由于没有其他政党参与争夺，共和人民党无悬念地获得了议会绝大多数席位。5月，凯末尔被选举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随后通过了党纲和党章，着力宣传共和人民党的六条原则（或称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主义的思想体系于1937年被总结为“六个主义”，并被写进新宪法。具体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改革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

共和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实行公民自由。总统没有行政权，但有否决权。政府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产生。由不同的部门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及司法权。

凯末尔主义将土耳其人定义为“那些保护及促进土耳其民族道德、精神、文化和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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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意在使土耳其脱离所谓大突厥主义和奥斯曼主义，成就一个全新的民族。这其中还包括一个重要运动，即土语纯洁化。学校停用了一切阿拉伯语教材，使用拉丁字母代替原先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言的民族化、现代化造就了新一代土耳其人。

平民主义即主张政府不是统治阶级的，而是属于人民的。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改变了妇女的地位。政府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应为人民服务。

改革主义出于保卫国家的需要，以强有力的革命方式将原先的奥斯曼模式转变为现代土耳其模式。改革主义使土耳其效仿西方体制的同时，也融入土耳其自身特色，通过社会变革和革命来达成一个现代化社会。

世俗主义即呼吁人们从宗教体制和宗教思想中解放出来，是理性的反教权主义。凯末尔废除旧有的政教合一体制，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宗教事务部，将宗教基金纳入国库，防止宗教干预政治；废除一夫多妻制度，给予妇女更多的婚姻自由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

国家主义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即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土耳其采取经济自保政策，国家调节经济活动，以国家利益为先。

外交方面，1926年5月，土耳其与法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意味着土法关系更进了一步；1927年2月，土耳其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于1931年10月订立了两国间的友好条约；1924～1928年，土耳其同德国、瑞士、西班牙、阿根廷、巴西、奥地利和波兰等订立了各种友好合作条约；1929年12月，土耳其同苏联签署了延长土苏友好条约的纪要，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1932年7月，土耳其加入了国际联盟，拉近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经济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了土耳其，土耳其货币持续贬值，难以承担所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凯末尔主义拯救了陷入经济危机的土耳其，土耳其通过保护本国货币、减少商品进口额、暂时停止偿还奥斯曼帝国债务等方式脱离了危机。同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土政府依然坚持完成了艰难的铁路修建工作，铁路线长度增加了将近2000公里。

3.经济建设时期（1933～1939年）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结束，土耳其的局势也逐渐好转。到了30年代中期，杰拉勒·拜亚尔担任总理。

在这一时期内，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多项立法，给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凯末尔主义写入宪法；制定新党纲，确保党政合一。政治上，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共和人民党加强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国家干预经济，增强调控，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度过危机。1935年共和人民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为一党专政。1938年凯末尔与世长辞后，伊诺努当选为共和人民党终身主席，巩固了一党专政。

经济上，主要是实行1934～1938年的五年计划，采取减少进口、发展消费品工业、工业先于农业发展、开辟国内市场等措施。政府有计划地允许私人资本发展，1933～1939年注册的工厂，产值增长了一倍，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进一步发展，采矿业和化纤工业随之兴起。总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工业方面刚刚起步，只好无奈搁浅；但苏英两国贷款和国内筹备资金，为土耳其的轻工业奠定了基础。1930年6月，土耳其中央银行成立，掌控货币流通和执行政府货币政策。1933年，原先的工矿业银行划分为工业银行和矿业银行，工业银行在土耳其工业发展上占据关键地位，起到商业信贷的作用，垄断了水泥、皮革、纺织等大部分工业生产股份；而矿业银行主要投资石油勘探、电力工业、采矿及矿产贸易等。1938年，政府成立了人民银行，为手工业者办理贷款，扶持国内手工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工人阶级成长起来，各种形式的“工人协会”纷纷组建，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936年，大国民议会讨论通过了《劳动法》，明文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一天，指定就医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享受社会保险。但同时规定严禁工人罢工，也没有提及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

教育方面，1933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大学教育法》，意在整顿高等教育。外聘教授专家、设置研究所、对高校进行改组等工作，提升了大学的教学质量。尤值一提的是，1933年安卡拉大学开设汉语系，由德国柏林大学汉学家爱德华教授担任系主任，曾在南京担任维吾尔语教师的赖毅夫任该系讲师，大大促进了中土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民主党执政时期

二战前夕，土耳其国内国外形势并不乐观，不得不加强和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1935年，土耳其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占土耳其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同时还为土耳其提供巨额贷款。但土耳其并未选择加入德国阵营，1939年9月，二战爆发。土耳其在战争期间持中立态度，但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1941年，土耳其被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德国法西斯便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1942年12月，英国开始向土施压，迫使其加入同盟国作战，伊诺努担忧德军进攻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一直拖延参战时间，直至1944年8月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于1945年2月才对德宣战。1947年，美国杜鲁门总统提出对土耳其进行经济援助，用以提防苏联。此后，美国开始介入土耳其的经济和国内事务，两国签订了直接经济协定。1950年，民主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共和人民党成为在野党，杰拉勒·拜亚尔取代伊斯麦特·伊诺努成为土耳其总统。1952年，土耳其加入了北约。

二战后，共和人民党为缓和国内矛盾、安抚民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土地分配法案。1945年6月，政府颁布了“土地分配法”，将国有耕地、教会土地和部分私人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第二，工会法案。1947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工会法，对工会的合法地位给予肯定，但仍然严禁工人罢工。政府专门设置了劳动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乎工人利益的措施，如女工产假津贴和工人事故保险等。第三，土耳其在战后放松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限制，工人、报业员工甚至高校教师，都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

1950年5月，新成立的民主党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400个席位，共和人民党仅获得68个席位，分别占总席位的86.3%和12.9%，共和人民党结束了27年执政生涯，被民主党取代。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从共和人民党中脱离出来的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至此，土耳其开始了多党统治。

新议会选举了杰拉勒·拜亚尔为总统，由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组织内阁。新议会对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介实行了严格控制，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机构官僚化，实则为了镇压共和人民党。这不仅激起共和人民党的强烈抗议，而且民主党内部也纷争不断。由于民主党在农村地区采取的一些利民措施，其在农民群众中获得相当高的支持度，所以1957年大选依然以多数票连胜。可是，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财政赤字、经济低迷、党派纷争、学生示威，导致政局亦不可逆转，武装部队控制了总统和大部分议员，于1960年5月发动了政变。随后民主党曼德列斯政府开始执政，于7月未经议会许可便出兵参加朝鲜战争，公开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式加入北约，美国在经济、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插手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而此时在国际上，中东各伊斯兰国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土耳其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怂恿下，却表示要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这已然背离了最初凯末尔提出的国内国际和平的外交原则。

三 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形势

1961年，土耳其的第二部共和国宪法由制宪会议通过开始生效。这部宪法与1924年的第一部共和国宪法相比，加强了行政机构的设置，将大国民议会改为两院制，下院又称众议院，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上院又称参议院，由150名参议员组成。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总统从国民议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新宪法还增设了宪法法院，防止政治独裁的出现。

1961年10月，大国民议会举行选举，正义党获得胜利，在参议院获得70席，在众议院获得158席。选举杰马勒·古尔塞勒为共和国新一届总统，人民党领袖伊斯麦特·伊诺努为总理。1962年2月，以安卡拉军官学校为首的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和议会，但由于缺乏缜密的部署，行动遭到镇压而失败。5月，伊诺努辞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坚持了7个月的联合执政后垮台。6月，共和人民党、新土耳其党和农民民主党组成第二届联合政府。1963年5月，军事政变波澜再起，然后在政府的坚决镇压下，政变最终难逃被粉碎的命运。12月，第三届联合政府成立，伊诺努依然担任总理，几乎等同于共和人民党一党专政。随后的政局动荡，使得新政府还未实现经济建设的诺言，便于1965年2月宣告垮台。紧接着，第四届联合政府成立，正义党取得成功，担任领导角色，共和人民党退居在野。正义党能够获得较多选票，主要是因为它带领土耳其开展了二战后的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基本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年计划增长率。1969年大选巩固了正义党的领导地位，然而正义党领袖的一些反动措施遭到各界舆论和反对党的批评，内部也有所分化，导致工人游行示威、国内局势紧张。

土耳其各政党虽然在对内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出奇地一致。20世纪60年代先后执政的两个政党——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原本都主张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态度使土耳其感到愤怒，此时苏联欲缓和与土的关系，因此土耳其也考虑调整外交政策，即留在北约，维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同时也接受苏联的援助，建立友好往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60年代后期，土耳其的一些新闻媒体和贸易团体前往中国访问，其中一部分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在世界舆论和经济贸易往来方面树立了积极友好的形象。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国内局势总的特征是政局动荡、危机重重。1971年，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垮台，伊斯梅尔·尼哈特·埃里姆组建联合政府，由5名正义党、3名共和人民党、1名民族党、1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由于国内局势愈加动荡，极端分子制造恐怖活动，宗教势力也加强了政治渗透，埃里姆政府的温和政策根本无法抵挡局势恶化，很快便倒台。1972年5月，民族党领袖之一菲利特·梅伦组建新政府，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十分盲目草率，内部斗争也愈演愈烈。1973年初，大国民议会选举参议员法赫里·科鲁蒂尔克（Fahri Korutürk）为共和国第六任总统。新总统上任后，梅伦政府即辞职，正义党和共和信任党获议会多数席位从而参与组建联合政府。新一届政府颁布了多项法令，包括大学法，即规定大学统一由政府管制，取消自治，大学生每年需缴纳相应的学费；土地改革法，即政府将赎回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地价分十五年偿付。此外，政府还颁布了多项反民主的法令，激起民众的普遍不满。1973年8月，共和人民党以维护工人权利、拥护土地改革等为口号，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于1974年初组建了以共和人民党比伦特·埃杰维特为领袖的新政府。7月，塞浦路斯发生政变，意图合并到希腊。土耳其强烈反对，派军队进驻塞岛，希腊也出兵去往希土边界，希腊人民爆发反战示威游行。土耳其国内由于右翼分子的敌对行动，埃杰维特政府允诺的改革也未曾实现，故于1974年9月垮台。

更令人忧虑的是，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对于在资金援助和贸易上严重依赖西方国家的土耳其来说，形势不容乐观。土耳其对外贸易赤字剧增，国内商品价格疯涨，人民工资却无实际增长，失业人口越来越多，财政负担加重，社会局势极不安定。鉴于此，大国民议会提前举行大选，1977年6月，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没有超过众议院半数席位，所以与居第二位的正义党组建了以其为首的第二届联合政府，由德米雷尔任总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低迷，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德米雷尔政府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最终辞职。此后，科鲁蒂尔克总统授权埃杰维特组建新政府。埃杰维特政府采取了稳健的经济政策，通过了很多扭转经济政治形势的法案，使经济危机有所缓和。70年代末，国内极端主义行动愈演愈烈，极右政党的煽动更使局势不可掌控，因恐怖活动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增加。1979年10月两院改选，正义党获得多数席位，科鲁蒂尔克总统授权正义党领袖德米雷尔再次组建政府，政策再一次右转，制定了压制民主和工人运动的法令。面对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德米雷尔政府无以应对，而科鲁蒂尔克总统任期已满，直到1980年9月，武装部队参谋长凯南·艾弗伦（Kenan Evren）宣布接管政府，土耳其历史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四 八十年代以来的政治新局势

1.1983年大选和新政党的产生

1980年土耳其大选期间，各政党相互倾轧，致使大选没产生任何结果。同时，国内宗教游行示威不断，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9月12日，武装部队参谋长凯南·艾弗伦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解散议会，成立军政府，接管国家权力。1982年11月，公民投票通过了军政府草拟的新宪法，凯南·艾弗伦正式就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七任总统。他主张继承并坚持凯末尔的建国理念，对内反对穆斯林涉政，对外加强与美国和欧共体的联系，并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艾弗伦十分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他数次访华，为中土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3年，土耳其恢复民主大选，土耳其祖国党领袖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获得了45.15%的选民的支持。厄扎尔在土耳其国内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为土耳其重回发展正轨、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例如，他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变为民营性质，这催生了很多新兴中产阶级。他为土耳其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发展蓝图，消除了原先在经济政治发展上的诸多限制，并向民众承诺土耳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1989年11月，厄扎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第八任总统。这一任届最大的特征是政局不稳。反对党宣称一旦他们赢得下一届选举，便会立刻将厄扎尔驱逐出政府。伊斯兰教徒更为激进，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都笼罩在政治暗杀的阴影之下。1990年8月2日，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极大地改变了土耳其的处境和局势，国内的政治危机被暂时搁置。厄扎尔直接越过内阁，宣布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政策，认定土耳其会成为赢家，从而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好感。

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南部都是库尔德人聚集区，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从一战后一直寻求机会建立自己的国家。1990年伊拉克进攻科威特，土耳其被迫切断了伊拉克经由土耳其到地中海区域的石油输送管道，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约50万名伊拉克库尔德难民涌进土耳其境内，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2.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人宣扬的市场经济使地主和富农从中获益，而普通农民却无力继续耕种土地，因而变卖土地成为劳工，无地者越来越多。同时，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出现了非常高的失业率。在此期间，库尔德知识分子阶层希望能够通过土耳其工人党和左倾的共和人民党来争取一些权益。但土耳其的政界，尤其是军队，拒绝提供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最初，土耳其政府将库尔德人暴乱视为小范围的内部事件，认为可以用武力手段控制。到了80年代，政府又出台一项法令，禁止使用除土耳其语之外的其他任何语言。这一法令完全针对库尔德人，他们不能给孩子取“库尔德人”的名字，还要时刻忍受军队的压迫。厄扎尔试图从政治层面上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但毫无进展。他废止了该项法令，甚至当众宣称自己是一半库尔德人。讽刺的是，国会议员中有许多库尔德人，他们不能组成库尔德政党来竞争选举，因此大多被迫加入社会民主党派以争取进入议会。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失败之后，情况有所改变。伊拉克北部获得解放，伊拉克库尔德人受到西方势力控制。伊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PKK）获得了先进武器，不需要再游击作战。他们还获得了一些相邻国家人民的支持，例如伊朗、叙利亚和希腊，这令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陷入窘境。8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宣布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在苏联解体后，它开始接受伊斯兰话语体系。这场冲突还引起了非政府组织的注意，他们指责土耳其武装部队侵犯了库尔德人的人权。

虽然土耳其政府想缓和矛盾，土耳其军队和极端右派主义者却使事件逐步升级。1992年之后，冲突愈演愈烈，不仅拖垮了土耳其经济，而且数以千计的人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土耳其军队派出25万名士兵，并利用金钱利诱库尔德人村落的卫队抗击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军队因此在战地上取得上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变化使得工人党失去了许多国外的支持者。土耳其国会开始采取一些“友好”举措，例如解除禁止出版库尔德语书籍和开办库尔德语广播的法令。1998年，土耳其政府迫使叙利亚政府将阿卜杜拉·厄贾兰（Abdullah Öcalan）和工人党驱逐出境，并最终于1999年在肯尼亚逮捕了厄贾兰。他被土耳其宣判死刑，后又因其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而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厄贾兰发布了和平号召，工人党此时也发觉被很多国家列入了黑名单，故单方面停火。2004年，欧盟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

在2007年土耳其大选中，库尔德工人党向共和人民党、正义与发展党等党派发出信息，以死亡威胁确保民主社会党获胜。2012年年底，土耳其政府试图与厄贾兰谈判。2013年3月，工人党再度宣布停火，并开始撤离驻扎的军队。库尔德问题被视为土耳其政治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土耳其似乎有更多的当务之急，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与欧盟的关系。

3.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

1996年，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背景深厚的繁荣党组成土耳其第54届内阁。从此，土耳其的新兴势力传递了更多来自伊斯兰教的声音，土耳其的世俗社会开始默许其在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舞台登场，宗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除军队之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方一直以“世俗主义政权的卫道者”自居，并多次发动政变颠覆内阁，这在西方国家眼中无疑是挑战民主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内阁更替频繁，政局不稳，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81年军事政变。此后，土耳其先后步入“厄扎尔王朝”时期和祖国党、社会民主平民党与正确道路党三足鼎立的时期。1996年，繁荣党结束了联合执政的局面，但仅仅一年后，也就是1997年2月28日，军方便借口其违宪，以“软政变”的形式迫使埃尔巴坎交出政权，军方这一所谓维护世俗政权的行为，同时也为欧盟拒绝土耳其制造了口实。此后，不论是美德党，还是正义与发展党，都是以繁荣党为模板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组关系，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世俗主义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但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不断发展，伊斯兰势力逐渐与世俗力量平分秋色，甚至隐有超越之意，所以这两大力量的此消彼长，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影响土耳其政局的发展。




 [1]
 西帕希或称为斯巴克（Spahks），其名来自波斯语的“sepah”，意为“军队”。西帕希为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建地主骑兵（也就是依赖地产维护，而不支薪的部队），其地位相当于欧洲的骑士，不过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土地不可世袭。他们与后起的耶尼塞里共同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两大军事支柱。


 [2]
 《土耳其共和国国家教育部》，《土耳其国家教育制度·土耳其政府》，2008-05-23。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概况

一 基本特征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开始实行以大国民议会为代表的一院制代议民主制，但此时的土耳其三权并未分立，立法、行政界限模糊。

1960年，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军事政变。1961年宪法颁布后，土耳其第二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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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院制为两院制，实行三权分立。1982年宪法颁布后，土耳其进入第三共和国时期，这部宪法重新将大国民议会改为一院制，保留三权分立原则。2010年修改宪法后，土耳其的国家权力机构组成基本与欧洲接轨。

土耳其以世俗主义为指导，力图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世俗国家，严禁宗教以任何形式干预政治。土耳其的国体是议会共和制，政体为议会制代议民主制，国家特征为民主的、世俗的法治国家；致力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正义；尊重人权，忠于凯末尔主义；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大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总理行使最高行政权。土耳其将“主权绝对属于民族”（Egemenlik kayıtsızşartsız milletindir）和“祖国安宁，世界和平”（Yurtta Barış，Dünyada Barış）作为国家格言和最高理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政局时常受到军方左右，军方曾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发动三次政变并全面接管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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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以“软政变”的形式迫使内阁辞职，但并未接管政权。196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军方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Milli Güvenlik Kurulu，MGK）左右政局，文官政府实际上成为军方的傀儡。1983年之后，文官政府逐渐摆脱军方的控制。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通过多次修宪削弱军方对政治的影响。最终，2010年宪法修正案基本肃清政坛中军方的势力。

土耳其政治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伊斯兰化。不论是1974年和1997年先后执政的民族行动党和繁荣党，还是现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政党性质上都属于典型的伊斯兰政党。纵观土耳其政府的高层，无论是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还是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忠实信徒。

2014年8月10日，土耳其举行第12届总统选举，埃尔多安在连任11年共和国总理之后，以51.79%的得票率成为土耳其首位民选总统。前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继任为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并接任土耳其第26任总理，组成土耳其第62届内阁。

二 发展历程

土耳其的这种政治特色有其历史的原因。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实行政教合一的世袭君主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是集伊斯兰教、拜占庭帝国及突厥民族政治制度于一体的统治制度和管理体系，是一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国家，哈里发制度的实行使其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苏丹，集政治、宗教、军事、经济诸多大权于一身，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遵循世袭制原则。在苏丹之下，有两套相互平行的管理机构，其一是世俗的行政机构，其二是伊斯兰教机构。

世俗的行政机构由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组成。中央政权以苏丹为首，下设国务会议底万（Dewan），其类似于近代的内阁会议，由辅政大臣“维齐尔”（Vezir）、大法官以及国务秘书组成，其中辅政宰相称为“大维齐尔”，行使近现代总理的权力，地位仅次于苏丹。15世纪末，大维齐尔取代苏丹主持国务会议。17世纪下半叶，大维齐尔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从19世纪开始，国务秘书演变成为具备现代意义的外交部部长。

在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中，一级行政区划伊亚里特（Eyalet）和二级行政区划桑贾克（Sanjak）维系着帝国在地方的统治。通常，管辖伊亚里特的贝拉贝伊（Beylerbey）由苏丹直接任命，管理一省之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事务。桑贾克是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基层行政单位，由桑贾克贝伊负责管理。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其原有的行政体系无法继续支撑庞大的领土，因此在1864年行政改革后，伊亚里特演变为维拉伊特（Vilayet），初步具备现代行政区划——省的雏形。

伊斯兰教机构在奥斯曼帝国初期随军出征，宣扬“圣战”，为帝国的开疆拓土做出巨大贡献。在帝国建立后，其主要管辖帝国的宗教、教育和法律三个领域。其中，职权最高的是教长，由苏丹在乌里玛中任命，地位与大维齐尔持平，其发布的命令称为教令，直接影响苏丹和大维齐尔在处理国家重大问题时的决策。在特殊情况下，教长甚至可以发布教令罢免苏丹。教长以下还有学者会议、教律裁判委员会等机构。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安卡拉为首都，结束了奥斯曼帝国长达六百多年的统治。1924年3月3日，以基拉法特运动为契机，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彻底废除了哈里发制度。

建国初期，土耳其实行一院制，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大国民议会为土耳其唯一的权力机构，议员任期为4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总理由总统从议员中任命，总理在获得总统授权后从议员中遴选成员组成政府内阁。政府直接对大国民议会负责，大国民议会随时监督政府，政府无权解散国会。但是，凯末尔在去世以前，一直担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大国民议会实际上成为民主的摆设。凯末尔凭借个人独特的政治魅力开创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时代。

凯末尔去世后，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继任总统，但是在民主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一党制趋于解体，多党制逐渐取代一党制成为土耳其政坛的主角。1950年，民主党获得了大国民议会中的408席，杰拉勒·拜亚尔（Celal Bayar）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三任总统，从此开始了民主党执政的10年。民主党执政前期，通过吸引外资，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伴随着里拉大幅度贬值、产品严重积压、债务居高不下等问题，土耳其的国民经济逐渐失控。而此时民主党开始推行专制统治，严厉镇压反对派，并于1960年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实行武装戒严，严重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专制程度较于之前的共和人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军方以武力介入，紧急逮捕了拜亚尔总统、曼德列斯总理及全体内阁成员。此外，部分民主党议员也遭到逮捕。

军队的介入并没有建立起军人独裁政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在军方的控制下，土耳其较为平稳地过渡到第二共和国的历史新时期。在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军方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暂代政府职能，并于1961年制定新宪法。按照新宪法精神，总统当选后必须脱离原党籍，军人当选总统则必须脱离军籍，不得连选连任，限制了总统权力的膨胀，政府的实际权力转移到以共和国总理为首的内阁手中。

1961～1965年，土耳其政局主要表现出多党联合执政和内阁频繁更替的特点；1965～1971年，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连任三届政府总理，带领正义党成为土耳其政坛的领导力量，土耳其政局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土耳其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土耳其军方于1971年3月再次实行军事管制。1971～1980年，土耳其在9年间经历了11次政府更替，在此过程中，具有浓厚伊斯兰教色彩的民族行动党开始上台执政，土耳其政局朝着右倾方向发展，恐怖事件增多，社会秩序混乱，土耳其的政局更加动荡。

1980年4月，法赫里·科鲁蒂尔克总统任期满7年，按照1961年宪法规定必须要两院共同选举出新任总统，但是经过十次投票仍未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总统职务便由参议院议长伊赫桑·萨布里·恰格拉扬吉尔（Ihsan Sabri Caglayangil）暂代，整个土耳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1980年9月，土耳其军方第三次全面接管国家政权，并于1982年制订了沿用至今的新宪法。1983年10月，土耳其总统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授权“经济设计师”——图尔古特·厄扎尔组阁，土耳其的政治才重新回到正轨。厄扎尔在带领土耳其经济全面复苏的同时，也使土耳其文官政府与军方开始貌合神离。

实行多党制以来，各党派为了争取选票，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宗教情感拉拢选民，因此对伊斯兰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宽容，各种伊斯兰教势力趁机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持续高涨，伊斯兰教势力公开向世俗权力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繁荣党。繁荣党的前身是1980年军人干政中被取缔的民族救赎党，而民族救赎党的前身则是伊斯兰教色彩浓厚的民族秩序党。1994年3月，在土耳其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赢得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等重要城市的市长职位，而当时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的则是现任总统埃尔多安。1995年12月24日，土耳其举行第20次大选，在这次大选中，繁荣党一跃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并主导土耳其第54届内阁，但仅仅一年，军方便发动“软政变”迫使繁荣党领袖内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下台并解散内阁。在此后的五年中，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和世俗主义政党——民主左翼党先后接过领导国家的指挥棒，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土耳其世俗主义力量统治的最后时期。从2002年开始，继承繁荣党衣钵的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执天下之牛耳”，结束了自1987年以来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粉碎了军方第五次政变的阴谋，前党主席埃尔多安更是连续担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理11年，并且在2014年8月10日的大选中以51.79%的得票率成功当选土耳其共和国总统。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频繁地颁布新宪法一方面暴露了土耳其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土耳其政治向西方看齐的特点。伴随着军人干政却又未建立起军事独裁政权的政治发展之路则使得土耳其的政治模式更耐人寻味。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持续高涨，被指责宗教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如神祇般不可动摇，土耳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逐渐背离建国之初的世俗主义。考虑到土耳其在广大伊斯兰国家中强大的影响力，其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仍将是国际社会探讨的重大领域。

第二节 宪法

自1923年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共颁行过三部成文宪法，分别是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其中，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均是在军人干政后由军政府制定的。土耳其的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历经多次修改，其中修改程度最大的是2010年的宪法修正案。

一 演变及修改过程

（一）1924年宪法

1921年1月20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基本组织法》（又称《大国民议会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无条件地属于全体人民，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人民的唯一代表，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新宪法废除了1876年宪法和1921年的“基本组织法”，分6章、105条，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土耳其人的国籍概念和公民资格。该宪法重申人民主权和共和制等基本原则，规定国家的政体为代议民主制，国体为议会共和制，主张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赋予人民广泛的自由权利，但并未涉及经济和社会权益。考虑到该宪法是在凯末尔威权政治下所产生，所以该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总统实际上成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集合体，取代大国民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到1960年军事政变时，1924年宪法共施行了36年。

为了彻底地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28年对1924年宪法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原宪法中“伊斯兰教为国教”“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等条款，将宗教元素明确地从政治生活中剥离。自此，土耳其从法律上正式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

1934年12月5日，大国民议会再次对宪法进行修改，赋予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使土耳其妇女的权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7年，大国民议会将凯末尔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共和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写进修改后的宪法，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

（二）1961年宪法

1960年5月27日军人政变后，军方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了防止再次出现一党专政，土耳其军方于1961年1月6日开始制定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新宪法于1961年7月9日正式生效。

1961年宪法肯定了192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土耳其的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并且引入了三权分立体制，将大国民议会的一院制改组为两院制，分上下两院，拥有最高立法权，立法独立，大国民议会不再拥有行政权；增设宪法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保证司法独立；政府单独行使行政权，但须定期向议会汇报。

此外，限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规定总统必须从议员中选举产生，当选后必须脱离政党或军籍，任期由原先的4年提升至7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理由总统在大选中获多数票的政党领袖中任命。放宽内阁部长的议员身份限制，规定议员之外的人员也可以参选，议会提名之后由总统任命。从此，总统成为国家的象征，政府的实际行政权力移交到总理手中。

1961年宪法是典型的议会政体的产物，与1924年宪法相比，其主要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加强了行政机构，改组立法机构为两院制，增设最高司法机构宪法法院，并且限制了随时可能膨胀的总统权力。该宪法在1971年3月12日军人政变后经历了一次全面修改，一直施行到1982年宪法出台。

（三）1982年宪法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军方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为了防止政治暴力和政治极端化，重建土耳其民主，军方成立的宪法委员会于1982年10月18日出台新宪法，11月7日在全民公决中以91.37%的支持率正式生效，虽然历经数次修改，但主体内容一直沿用至今。

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赋予1980年军事政变合法性，称此次政变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结束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团结。此外，重申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严禁宗教以任何形式干预政治。与1961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有三个特点。

第一，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如任命宪法法院法官，任命“法官与检察官最高委员会”（Hâkimler ve Savcılar Yüksek Kurulu，HSYK，以下简称最高法检委）的组成人员，解散议会，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主持内阁会议，批准法律等，权力范围囊括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领域。此外，总统还可以授权直辖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范围内的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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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共组织进行审查和监督。该宪法也对总统候选人及选举程序做出了新的规定。1961年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大国民议会议员，而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这一限制，允许议员之外的候选人参与总统竞选，总统由秘密投票选举产生；1982年宪法在1961年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上，规定总统当选的条件是必须获得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否则在第四轮选举之后立即改选大国民议会。

第二，1982年宪法收缩了民主的范围，限制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限制政党的自由活动。如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规定民间团体不得支持政党或接受政党支持，监管群众游行示威，等等。

第三，将1961年宪法规定的两院制重新改为一院制。从某种程度上说，1982年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强化中央集权的倾向。

从1987年开始，1982年宪法历经17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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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将总统权力限制为象征性权力，但保留了总统的全军统帅职务和否决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等权力。2005年，欧盟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之后，土耳其明显加快了宪法的修改力度，其修改标准向欧洲看齐。2007年，土耳其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选举改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从2014年开始由7年降至5年，可以连任一届；每届议会的任期也由5年调整至4年。2008年，正义与发展党推动大国民议会废除禁止妇女在大学和公共场合戴头巾的法令被宪法法院驳回，险些重蹈繁荣党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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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正义与发展党于2010年5月对原宪法中的24项条款提出26个修改意见，其中主要包括宪法法院、最高法检委的人事任免；限制军方权力，审判1980年军人干政的涉案军人，削弱军方势力对政治的影响等，改革矛头对准司法改革和军事组织。西方媒体认为，此次宪法修正案虽然不失为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染指司法权力，如不加以控制，恐将破坏土耳其的民主进程。2010年9月12日，该修正案在全民公投中获得58%的支持率，成为土耳其自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修宪。2011年，允许妇女在大学中佩戴头巾。2013年，取消禁止妇女在办公场所佩戴头巾的法令。

2012年1月23日，正义与发展党正式向大国民议会提议重新起草一部新宪法以符合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未获得相关回应。

二 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宪法的基本原则

土耳其的现行宪法是在1982年宪法的基础上经多次修订而形成的。该宪法坚持共和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促进物质、福利和精神的繁荣；坚持民族意识至上原则，国家权力无条件属于全体人民；坚持分权制原则，最高权力只属于宪法和法律；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严禁宗教以任何形式干涉国家政治事务；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人身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全国人民共享民族的权利，共同承担民族的义务，把“祖国安宁，世界和平”作为重要的宪法目标。

（二）主要内容

除序言外，现行宪法分为7部分9章174条，附加16条临时条款。第一部分是总则，包括国家的政体、国体和主权，国家的基本目标和任务，规定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二部分是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一般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政治权利与义务四章内容。第三部分是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三章。第四部分是财政和经济规定，共两章，分别是财政规定和经济规定。第五部分主要解释和维护对教育、宗教领域改革的8项法律。第六部分为临时条款，对总统、政府和议会的选举及职权范围做出补充。第七部分规定了宪法的修改程序，对宪法整体做出补充说明。

1982年宪法历经17次修改，尤其是在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做出了较大改动，在基本权利与自由、民主标准、国家机构设置等方面向欧盟看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的性质与权力来源

宪法规定，土耳其共和国的国体和特征不得修改，也不得动议修改。土耳其的国家主权无条件属于全体公民，全体公民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凡年满18岁的土耳其公民都拥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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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由不同地区的公民选举产生，议员在行使权力时不受地区制约，只代表全国公民的根本利益。全民公决是公民表达自身政治愿望和政治目的的最直接途径，在制定和修改宪法、选举总统等方面，全民公决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2.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宪法规定，每个土耳其公民天生享有平等的自由与权利，履行平等的义务，按照社会公正原则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土耳其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生存权、有偿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隐私权、财产权、索赔权、人身自由权、休假权、罢工权、谈判权、住宅权、受教育权、土地所有权、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捍卫尊严和荣誉的权利、更正和答复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参政议政权、公职权、请愿权、通信自由权、居住和迁徙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思想和意见自由、表达和传播思想的自由、言论自由、科学和艺术的自由、结社自由等，除因犯罪而被依法剥夺部分权利外，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主要有纳税义务、受教育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保护环境和公共财产的义务、保护历史文物及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义务、对国家忠诚的义务等。

3.国家权力机关

土耳其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大国民议会是唯一的立法机构，政府行使行政权，由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组成，总统、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中央行政机构，地方行政机构则由全国81个省的各级领导机关构成。总统是国家元首，代表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团结，监管宪法的实施，保证国家各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转，此外还拥有部分立法、司法权。总理是内阁首脑，内阁对总理负责，总理负责监督政府政策的实施。地方行政机关受中央监管，为了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协调一致和满足地方需求，其结构和职权依法按照地方行政原则确定。国家司法机关由司法部、各级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委员会、审计院等组成，共同行使司法权。

4.财政和经济

宪法规定，内阁应于新的财政年度（以下称财年）开始前至少75天向大国民议会计划与预算委员会提交普通预算、特殊预算、监督机构预算和国民预算的预测报告。计划与预算委员会应于55天内通过预算材料，并交由大国民议会在新财年开始前表决，议员在表决过程中不得提出修改财政计划的动议。此外，内阁必须在上一财年结束后的7个月内将决算草案提交给大国民议会和审计院，审计院须在75天内向大国民议会报告决算草案是否属实，决算草案与新财年的预算草案同时列入大国民议会的议程。

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出现垄断和卡特尔化，内阁应该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合理规划并有效监管，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健康、稳定、协调地发展。此外，政府应该对农业、合作社、消费者、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等予以有效保护。

5.法律保障

1924～1934年陆续颁行的改革法律具有永久法律效力，任何人不得提出修改动议，否则将被视为违宪。这些改革法律有：1924年3月3日颁布的第430号教育体制统一法；1925年11月25日颁布的第671号礼貌法；1925年11月30日颁行的第677号宗教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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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2月17日发布的第743号婚姻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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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5月20日有关采用国际数字的第1288号法令；1928年11月1日采用土耳其字母的第1353号法令；1934年11月26日，废除帕夏、艾芬迪（Efendi）、贝伊（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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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封建旧称和头衔的第2590号法令；1934年11月26日，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某些服装的第2596号法令。

以上改革均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世俗化改革，是凯末尔西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是限制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影响，防止伊斯兰教在社会运动中的复兴。

6.修改程序

修改宪法的议案必须由总数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国民议会议员共同提交书面申请方可受理。宪法修正案不得进行紧急讨论，超过议员总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使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在总统对宪法修正案行使否决权并驳回的情况下，如果大国民议会仍然通过原修正案，总统有权将该法案付诸全民公决，全民公决的结果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通过全民公决并在“官方文告”上公布之后，宪法修正案才能生效，正式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三 2010年宪法修正案

正义与发展党在遭遇2008年头巾禁令风波之后，酝酿了一场大范围的宪法改革，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来自欧盟的压力。鉴于其2007年和2008年的两次修宪分别受到了来自军方和宪法法院的威胁和阻挠，正义与发展党在2010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军方势力和司法体系。

2010年，正义与发展党以粉碎“大锤政变”（Balyoz Harekâtı）为契机，适时推出了有史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2010年宪法修正案。但是，该修正案未能获得大国民议会全体会议的通过，土耳其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将其付诸全民公投后，获得了民众58%的支持率。

该宪法修正案主要针对原宪法中的24个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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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一项临时条款，增加三项临时条款，内容涉及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大国民议会改革、司法体系改革、行政体系改革、削弱军权和经济规划六个部分，其中对司法体系的改革和削弱军权是本次修宪的最主要内容。

在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方面，对原宪法第10、20、23、41、51、53、54和74条做出修改，增加老人、儿童、残疾人、寡妇、烈士和退伍军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机会，并加大对儿童的保护力度；强化隐私权保护力度，规定执法机构只能在获得个人许可或特定法律环境下才能获得公民的个人隐私；扩大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规定只有刑事调查和法院庭审两种情况才可以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废除工人只能加入一个工会的条款；强化公民的请愿权，增设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受理公民申诉。

大国民议会改革包括议员资格和议长任期两项内容，涉及原宪法第84条和第94条。废除因议员言行而取缔其所在政党、终止议员资格的条款，延长大国民议会议长的任期。

司法体系改革是2010年修正案中最受争议的部分，并且与削弱军权相互交叉。2010年宪法修正案共对原宪法中的司法规定改动9处，其中涉及削弱军权的有第145、156、157条，修正后的宪法规定违法、违宪的军事人员将移送民事法庭审理，军事法庭无权审理平民。因此项条款的更改，2010年12月有196名现役、退役军事人员受到“图谋武力颠覆政权”的指控而在民事法庭受到审理。此外，废除1982年宪法临时条款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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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1980年军事政变后由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由无军方背景人员组成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定1980年军事政变的合法性。2014年4月，土耳其前总参谋长、前总统凯南·埃夫伦因策划1980年军事政变被判处终身监禁。

宪法法院、最高法检委的改革是司法体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对原宪法修改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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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宪法法院的法官数量由15名（含4名候补成员）增加至17名，总统根据大国民议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等团体的提名任命其中的15名；将宪法法院作为审判高级将领的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为12年，65岁时不管是否达到规定任期都将强制退休；将最高法检委的成员数量由7名提升至22名正式成员和12名候补成员，并改变了其成员的遴选机制，总统直接任命4名成员，上诉法院和国家委员会任命5名。在司法审查方面，司法部必须独自承担，不再允许司法部门委托其他人员和部门从事司法审查。

对宪法法院、最高法检委成员遴选机制的改革使政府获得了部分控制司法体系的权力，虽然使政府避免了执政党随时可能被取缔的危险和曼德列斯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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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时也面临行政权力逐渐膨胀的危险。欧盟担心，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土耳其政府行政权力的膨胀，那么整个司法体系或将成为行政的附庸，不利于土耳其的人民民主、司法独立和世俗社会的建设。

行政体系改革主要是对公务员体系的改革，针对原宪法的第128条和第129条，给予公务员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和遭受纪律处分时上诉的权利。在经济规划方面，补充原宪法第166条，增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承担制订土耳其经济发展计划的工作。

土耳其2010年的宪法修正案实际上是为了加入欧盟而做出的努力。在欧洲国家的国家权力机构中，司法系统与政府之间存在多种联系。土耳其此次修改宪法，保留了司法部部长和副部长在最高法检委中的职务，实行自我审查措施，确保委员会的可问责性，并且在该机构中改组成立了新的秘书处，改进了以往的审查程序，代表了下级法院更多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对军权的削弱则是该宪法修正案的另一大进步，限制军事法庭的权力，对多名军人的起诉与判刑无疑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妥善解决了一直以来军队左右政局的问题，在法律层面向欧盟迈进了一大步。

总的来说，2010年宪法修正案体现出正义与发展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顺应国际社会削弱军队对国家政治影响的同时，一并弱化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将二者统一打包交予全民公投，使之在法理上具备最高法律效力。这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正义与发展党权力欲望的集中体现。

第三节 大国民议会

一 历史演变及地位

大国民议会于1920年4月23日由凯末尔在安卡拉创立，在当时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1924年宪法颁布后，大国民议会在名义上成为兼有立法和行政双重职能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是由于凯末尔时期“三位一体”的政治极权体制，大国民议会实际上只是民主的摆设。196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军人政府于1961年制定新宪法，该宪法抛弃了议会至上原则，将大国民议会一院制改组为国民议会和上议院两院制，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确定了土耳其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并增设了宪法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自此，土耳其政治体系的三权分立正式完成。1980年9月12日，军队再次接管政府，1982年制定的共和国第三部宪法取消了参议院，再次实行一院制。

从整体来看，一院制比两院制更有效率，但两院制可以保证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1982年宪法颁布之后，行政机构的职能被放大，大国民议会的立法积极性受到行政机构的制约，法治进程受到阻碍。2010年修宪之后，行政机构获得了对司法机构的部分控制权，权力膨胀势头明显。目前，土耳其相关部门正在讨论对行政权加以必要的限制，恢复议会主权制或者实行总统制。

从现阶段的局势来看，埃尔多安当选为总统后并不满足于当前所拥有的权力，其在下一阶段的目标极有可能是再次推动修宪以向总统制转变，所以，大国民议会将来在土耳其政治中的走向，将会成为土耳其政治的晴雨表。

二 权限、职能及运作程序

（一）概述

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国民议会一直在土耳其的政治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国民议会的议席共有550个，由全国81个省共85个选区根据人口比例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凡18岁以上的土耳其公民都拥有选举权。议员的任期为4年，代表全体国民行使立法权，议会在内部选举时通用洪德法（The D’Hond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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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2011年6月12日的大选，大国民议会目前共有实际议席535个，议席分布情况是：正义与发展党（AKP）312席，共和人民党（CHP）125席，民族行动党（MHP）52席，人民民主党（HDP）29席，独立候选人11席，民主同盟党（DBP）1席，民主进步党（DGP）1席，安纳托利亚党（ANAPAR）1席，民族正义党（MiLAD）1席，电子民主党（EDP）1席，中心党（MEP）1席，空缺15席。

宪法规定，除在职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工作人员及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等，凡年满30岁的土耳其公民均有权当选大国民议会议员，任期4年。议员享有豁免权，即议员在议会的言行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不经议会的批准，任何组织和机构不得逮捕、审讯和拘留议员。担任议员后，不得在其他政府机关或法人团体担任任何职务，否则将失去议员资格和议员豁免权。当议席出现空缺时将进行补缺选举。一般情况下，补缺选举在每一届议会中只能进行一次，并且要在大选过后的30个月后方可举行。如果议席的空缺数达到议席总数的5%，则应在3个月内进行补选。

（二）权限与职能

大国民议会的职责与权力包括：制定、修改宪法和法律；对内阁进行监督，并在其成立和履职阶段进行信任投票；授权内阁制定相关法律条例；审核预算和决算；决定发行货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批准与外国签署的条约；宣布大赦和特赦；核准死刑；选举宪法法院、审计院、广电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选举议会议长和主席团成员等议会内部成员；提前进行议会选举；在总统犯有叛国罪的情况下将其移送最高法庭；剥夺议员的豁免权及议员资格；批准本国武装力量驻防他国或者允许他国武装力量驻防土耳其等。全体会议是大国民议会立法、监督及进行其他活动的最终决策机构。

（三）运作程序

大国民议会于每年9月1日自行召开会议，每年有三个月的休会期。在休会或闭会期间，总统有权直接召集议会，五分之一以上的议员联名请求开会时同样可以召集议会。紧急召集的议会必须审议特定议程之后方可重新闭会或休会。

大国民议会的议程由一般议程和特别议程组成，一般议程包括议长令、总统令、总理令、政党党团提议等，特别议程包括预算和决算草案、施政纲领、弹劾案等在规定时间内强制完成的议案。在会议期内，议长会议将既定议案交由议员讨论，最后由全体会议投票表决。此外，换届选举和对内阁的口头质询等也在大国民议会的议程之内。

1.立法程序

议员和内阁均享有立法创议权（提案权），提案在获得议会党团的支持后提交给议长，议长再将提案交付相关委员会进行审理，相似的议案可由议长或委员会决定合并处理。

一项法案最终能够成为法律，需要经过一系列程序。第一道程序就是一般性辩论。在辩论过程中，议员、内阁和委员会均可以提出否决、驳回、增改和修正的动议。第二道程序是修正案的审议。修正案需要按照在一般辩论中的修改顺序在全体会议上逐次宣读，然后就此修正案进行电子表决。第三道程序是交由总统公布。一般情况下，总统应在15日内公布由全体会议通过的法案，如果总统认为该法案不能公布，则将此法案退还给大国民议会重新审议（预算法案不在此列）。审议结果若是不采纳总统的意见，总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公布；若是做出修改，总统可以选择公布，也可以选择再次退还给议会。当一项法案经过总统签署并发表在政府公告上，该法案就具备法律效力，成为法律。此外，对于宪法修正案，如果总统与议会之间互不妥协，总统有权将宪法修正案付诸全民公投，公投结果具备最高法律效力。

2.预算、决算的审议和批准程序

内阁要在新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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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前的至少75天向大国民议会提交总预算草案和补充预算草案，计划与预算委员会须在55天内审核并通过草案，并提交给全体会议。预算案同样需要经过辩论，但在辩论的过程中，议员不得提出增加开支或缩减财政收入的动议。预算草案和补充预算草案获得通过后，其支出数额即代表年度限额，内阁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修改预算案。如果在财年内，内阁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必须向大国民议会说明用以抵付额外支出的财政来源，并呈递相关修改草案。

一般情况下，内阁要在本财年结束后的7个月内向大国民议会和审计院提交决算草案，审计院则在75天内完成相关审议并向大国民议会报告决算草案是否属实。决算草案和预算草案由计划与预算委员会一并提交给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

3.投票方式

大国民议会的投票方式分为三种，即电子表决、公开投票和秘密投票。电子表决适用于宪法和议事章程没有特殊规定的一般表决。公开投票适用于宪法修正案、预算草案、五年计划和国际条约等一些重要的法案。秘密投票适用于最高选举委员会、议长等的选举，此外还适用于议会批准的联名书面提议
 
[16]

 。

在投票方式上，执政党享有特殊待遇，即在内阁成员因故缺席的情况下，可以由另一名内阁成员代替投票。同时，宪法和议事章程也对此项待遇做出限制，即每名内阁成员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两票。

三 组织管理机构及其人事任免

（一）组织管理机构

大国民议会的最高负责人是议长，并在共和国总统出国访问或因故不能履行总统职权时，暂代总统职务。议长之下还设有议长办公室和法律服务局。议会的日常行政工作在秘书长的管辖之下，下设四个相互平行的分秘书处，分别是立法监督处，行政、财务和技术服务处，信息和信息技术处，国有宫殿事务处。四条分支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为副秘书长，均直接对秘书长负责，现任秘书长是伊尔凡·内齐尔奥卢（İrfan Neziroğlu）。

立法监督处下设法律与决议局、预算局和记录服务局；行政、财务和技术服务处下设人力资源局、后勤服务局、运作与制造局以及议员服务局；信息和信息技术处下设调研服务局、图书馆与档案服务局、新闻出版与公关局以及信息处理局；国有宫殿事务处下设博物馆与推介局、修复与技术操作局以及行政与财务事务局。

在日常管理机构之外，大国民议会主席团负责立法工作和各种行政事务，主席团由议长、副议长、行政长官和书记处书记组成。目前的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的第24届议会，现任议长是正义与发展党的安卡拉议员杰米勒·奇切克（Cemil Çiçek），其此前在第60届政府中担任副总理、国务部长兼政府发言人；党团副主席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坦布尔议员阿伊谢·努勒·巴赫切卡帕勒（Ayşe Nur Bahçekapili）；副议长三名，分别是开塞利议员萨迪克·雅库特（Sadik Yakut，正义与发展党）、伊兹密尔议员许可兰·居尔达·穆姆居（Şükran Güldal Mumcu，共和人民党）和伊斯坦布尔议员梅拉·阿克谢内勒（Meral Akşener，民族行动党）；书记处书记共四名，正义与发展党占其中三名，分别是布尔杜尔（Burdur）议员巴伊拉姆·厄兹切利克（Bayram Özçelik）、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议员米娜·洛克·贝亚兹（Mine Lök Beyaz）、伊斯坦布尔议员穆罕默德·比拉尔·马吉特（Muhammet Bilal Macit），另一名书记是巴尔滕（Bartin）议员穆罕默德·里扎·亚尔钦卡亚（Muhammet Riza Yalçinkaya，共和人民党）；大国民议会共有两名行政长官，分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萨里姆·乌斯鲁（Salim Uslu）和民族行动党的阿里·乌宗厄尔马克（Ali Uzunirmak）。

此外，大国民议会还有17个常设委员会，主要有：负责审议司法事务和基本法律事务的司法委员会；负责宪法修正案和各种立法议案的宪法委员会；根据2003年4月15日颁布的“与欧盟接轨委员会法”成立的欧盟事务委员会；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信和旅游相关立法的公共建设、交通和旅游委员会；负责自然环境与文物古迹相关立法的环境委员会；负责批准国际条约和对外立法、接待外宾的外事委员会；监督中央和地方政府法律法规的内务委员会；受理全体公民、侨民和移民等申诉的维权委员会；根据1990年12月5日颁布的“人权调查委员会法”成立的人权调查委员会；此外，还有男女平等委员会，国有经济组织委员会，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计划与预算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工商、能源、自然资源、信息和技术委员会以及农林业和农村事务委员会。

（二）人事任免

大国民议会的议长、副议长、书记处书记及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在一个立法周期内进行两次选举，首任期是两年，如果获得连任，将任职到议会改选。

根据2011年12月1日颁行的第6253号“议会管理机构法”，秘书长、副秘书长、议长顾问、办公室主任等均由议长任命，其他职务由秘书长提名，议长任命。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必须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并且在各类机构中任职12年以上，立法监督秘书处及其所属机构的负责人必须从本领域内遴选。各部门次长同样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但至少在公共机关任职10年，研究生学历可放宽至9年。除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些岗位外，其余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大国民议会的统一考试方可录用。

四 与总统、内阁的关系

在2007年宪法修改之后，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不再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以全民直选的方式产生。虽然选举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总统与大国民议会的关系仍然基本沿袭1980年以来的传统。

大国民议会的任期为4年，但是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或提前进行新一轮议会大选。在议会休会或闭会期间，如果国家发生了紧急事件或其他原因，总统可以随时召集议会。在大国民议会讨论立法或宪法修正案之后，须将表决结果递交总统，总统必须在15天内予以公布。对于一般立法，总统如果对表决结果持有异议，可附上说明后退还议会重审，在议会坚持初审结果的情况下，总统不得保留意见，必须在15天内予以公布；如果议会将立法草案做出修改而未能符合总统的要求，总统有权将该草案继续退回。对于宪法而言，如果总统仍不满意议会的复审结果，可将该宪法修正案付诸全民表决，议会无权干涉。

由于土耳其的行政权主要由内阁执行，内阁与大国民议会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第一，内阁又称部长会议，由总理和各部长组成，其成员大多数在上任前都是议会的议员，上任之后不脱离原有党籍，仍然在议会的监管之下，非议员成员也必须遵守议员的规章制度，并享有与议员相同的豁免权。第二，在内阁上任初期及任职期间须通过议会的信任投票，超过半数议员投不信任票，内阁或某一部长应立即辞职。第三，内阁成立后，须将完整的内阁名单提交给议会，并在一周之内由总理或部长向议会宣读内阁的施政纲领，要求议会就纲领进行信任投票。第四，议会通过质询议案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总理或某位部长提出书面质询或口头质询，总理或部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政府公报中回复或在议会全体会议中回复。第五，当议会发现总理或某部长有犯罪行为时，可通过全体会议决定是否对此人进行议会调查。如果获得多数赞成，则立即成立调查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其移交宪法法院。在此过程中，如果总理被移交，那么现任政府将自动解散，议会按照宪法规定选举出临时政府代替执政；如果部长被移交，那么该部长将自动丧失任职资格，由总理再次任命新的继任者。第六，在议会改选前后，现任内阁应全部辞职，总统临时任命新总理根据议长提供的内阁名单组成临时内阁。该临时政府的履职期限一直到新内阁成立为止。

第四节 行政机构

一 概述

土耳其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总统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实际权力掌握在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手中，内阁通过大国民议会的授权直接管理国家，而总统通过直辖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政府实施监督，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二元行政体制。自2002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连续赢得议会大选并单独组阁至今，控制土耳其行政机构长达13年。在这13年中，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接连遭遇“埃尔盖内孔”（Ergenekon）案、第五次军事政变、伽齐（Gazi）事件、腐败丑闻等一系列政府危机。令人惊讶的是，即使遭受了如此多的打击，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至今仍矗立于土耳其行政机构的顶峰。2015年6月，新任党主席达武特奥卢带领正义与发展党继续冲击议会大选。

从行政结构上看，土耳其的行政机构分为两套，一套是中央直辖的各级地方政府，另一套是以省会为首的地方自治政府，二者均为公共法人实体，以中央集权和地方管理为基本原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发挥职能。前者的财政收支纳入中央的预算、决算范围之内，后者的财政收支则不纳入。除了这两套行政机构，土耳其还存在两类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和组织。第一类是以向社会提供专业服务为目的的职能型行政单位，如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局（TRT，Türkiye Radyo ve Televizyon Kurumu）、社保机构、国有企业以及各种类型的专业服务机构（这种专业服务机构包括律师协会、商会、工程师协会、医生协会等）。这些机构不隶属中央，在本领域内拥有充分的行政自主权。第二类是咨询和监督机构，主要职能是为政府各部门提供智囊服务或对其进行监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审计院等。

依照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需要的不同，土耳其将全国划分为81个省，按照地理区位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七大地区，分别是马尔马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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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琴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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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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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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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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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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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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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诸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其管理形式另由法律规定。地方行政机关若因开展公共服务的需要，可经过内阁批准之后成立联合体，并获得使用相关的国家经费。

二 中央行政机构

（一）总统

2007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总统改由全民直选，任期为五年，可以连任一届，当选总统后，必须脱离其原属政党，其议员资格一并终止。土耳其总统是最高国家权力的象征，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代表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总统作为土耳其行政机构的一翼，监督宪法的实施，保证国家职能部门正常、协调地运行。在土耳其，总统除了享有行政权，还享有部分与司法、立法相关的职权。土耳其总统的行政权包括任命内阁总理和接受总理的辞职；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26个内阁成员；在必要时期主持内阁工作或召开内阁会议；派遣驻外使节（大使、公使、代办），接受外国驻土使节；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代表大国民议会担任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宣布使用武力；宣布戒严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批准和公布国际条约；签署命令；宣布大赦或特赦；任命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并监督其工作；任命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任命大学校长等。

总统享有的立法权包括：召集大国民议会；要求议会对退回的法案复议；将宪法修正案付诸全民公决；公布法律；以违宪为理由要求宪法法院撤销诉讼；提前进行大国民议会的改选等。除此之外，总统还享有任命宪法法院成员，最高法检委成员，上诉法院第一、第二检察官，最高军事上诉法院和最高军事行政法院成员等司法权力。

国家监察委员会直属于总统府，受总统委托对除军队和司法机关之外的一切公共组织与机构、国有控股企业、各级工会、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进行监督，使之忠诚地履行职责。

总统若因伤病、出国访问等原因暂时离开，总统职位由大国民议会议长暂代，直至总统复职。如遇总统辞职、死亡或其他原因导致总统职位空缺，大国民议会议长代替原总统履行职权，直至选举产生新总统。总统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如果大国民议会认为总统不能胜任，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员联合申请弹劾总统就可召开全体会议，但至少四分之三的议员赞成才能以叛国罪弹劾总统，强制总统下台。

土耳其现任总统是埃尔多安，此前他曾连任三届总理，执政长达11年。但由于正义与发展党的党章规定，党员担任某一职务最多不得超过三届，所以，埃尔多安为了能继续执政到建国100周年，便在2007年推动修正宪法，将总统由议会选举变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由7年变为5年，由不得连任变为可连任两届。2014年8月10日，埃尔多安以51.79%的得票率轻松击败另外两名候选人。8月28日，埃尔多安宣誓成为土耳其第12任总统，同时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位直选总统。

1954年2月26日，埃尔多安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贫寒的穆斯林家庭。1981年毕业于马尔马拉大学（Marmara Üniversitesi）经贸系，1969～1982年是一个半职业的足球运动员，效力于伊斯坦布尔卡辛帕沙（Kasımpaşa）足球俱乐部。1994年加入具有伊斯兰色彩的繁荣党，同年3月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并兼任该党的伊斯坦布尔党部主席。1998年，繁荣党因被军方操控的宪法法院指控为违宪而遭取缔，同年，他与其他繁荣党成员一同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埃尔多安的改旗易帜并未使他逃出世俗主义者的视线，就在美德党被取缔后不久，埃尔多安就被逮捕并判处10个月的监禁，原因是1997年他利用市长的身份，在锡尔特（Siirt）当众朗诵著名社会学家、民族主义理论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颂扬伊斯兰教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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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挑战凯末尔的世俗主义。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任主席，2003年通过补选成为共和国总理，其后领导正义与发展党连续赢得2007年和2011年的大选，他也因此连续执政长达11年。在继任总理无望的情况下，埃尔多安转向总统竞选，并希望通过推动修正宪法逐渐扩大总统权力，使总统不再是礼仪上的国家元首。

土耳其共和国历任总统及任职时间参见表3-1。

表3-1 土耳其共和国历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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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阁

在议会制政体的框架内，土耳其的行政权实际掌握在以总理为首的内阁的手中，内阁作为共和国行政机构的一翼，一方面接受总统的监督，另一方面接受大国民议会的监督。在召开大国民议会全体会议时，一般由总理或其中一位部长代表全体内阁成员接受全体会议的质询和审议。内阁由总理和26位部长组成，总理由总统在大国民议会的议员中任命，其一般是在大选中获胜的党团主席，主要负责各部之间的协调，监督施政纲领的贯彻。总理在获得总统授权后，开始着手组建内阁。既可以选择单独组阁，也可以选择联合组阁，根本依据是获胜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数量。一般情况下，内阁成员名单由总理制定，提交给总统后由总统宣布任命。总理或者部长职务的解除同样需要获得总统的批准才能正式生效。自2002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依靠强大的实力连续单独组阁。

在内阁上任之初，总理将完整的内阁成员名单提交给大国民议会，并在一周之内向大国民议会宣读新内阁的施政纲领，议会在三天之后根据内阁的施政纲领内容对其进行信任投票。在内阁任期之内，总理和内阁可就某些问题请求大国民议会举行信任投票，议会在两天之后根据内阁的请求进行信任投票。在信任投票的过程中，如果半数以上的议员投不信任票，那么内阁或某一部长就应立刻辞职。如果出现突发情况而导致部长职位空缺，则由另一名部长兼任此职务，但一个部长不得同时兼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长职务。

在议会改选前夕，内阁中的司法部、内政部和交通部部长按照规定程序向总统辞职，总理在选举开始的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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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议会内的无党派议员和议会外的无党派人士中任命这三个部门的部长，此三名部长一直履职到新内阁产生。在议会改选的过程中，内阁自动辞职，大国民议会议长按照议会内部各政党的议席比例确定临时内阁的成员名单，交由总统任命的临时总理组成临时内阁。临时内阁无须通过大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在新内阁产生之后，临时内阁自动解散。

2014年8月27日，达武特奥卢从埃尔多安手中接过正义与发展党的党旗，继任为党主席，28日被埃尔多安任命为共和国第26任总理，组织土耳其第62届内阁。

1959年2月26日，达武特奥卢出生于科尼亚省（Konya）的塔什肯特市（Taşkent），早年在伊斯坦布尔男子高中（İstanbul Erkek Lisesi）
 
[26]

 接受教育，后考入海峡大学（Boğaziçi Üniversitesi）经济与行政管理学院，先后取得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和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自1993年起，达武特奥卢先后在马尔马拉大学和贝伊肯特大学（Beykent Üniversitesi）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9年获教授职称。2002年任总理外事顾问，2003年被任命为驻外大使。自2009年5月被埃尔多安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之后，达武特奥卢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外交官广泛介入亚美尼亚问题、欧盟事务、塞浦路斯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斯兰国”问题、库尔德问题、加沙问题、利比亚危机、克里米亚问题、索马里争端和叙利亚问题等，成为正义与发展党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其较为著名的外交理论有战略深度主义，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零问题”外交政策、睦邻友好政策、多元化外交及重视非政府组织活动。此外，他还发展了“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和“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

在埃尔多安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作为其最亲密的战友，达武特奥卢顺理成章地从埃尔多安手中接过了指挥棒，正义与发展党进入了达武特奥卢时代。

土耳其历任总理及任职时间见表3-2。

表3-2 土耳其历任总理及任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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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安全委员会

自1933年以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土耳其的行政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背景逐渐浓厚，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卫道者自居，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一度使军权凌驾于政权之上。1960～2000年，军方在短短40年时间内发动4次军事政变导致内阁倒台，严重危害行政机构的权力安全。自2001年起，土耳其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弱化军权对行政机构的影响，最终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平民化，使文官政府逐渐摆脱了军事权力的阴影。

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型是1933年4月24日依据第14443号法令成立的最高防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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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的职责是在非常时期发布国家动员令。1949年7月3日颁布的第5399号法令规定了最高防务会议的固定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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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负责国土防御相关事务，为政府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在非常时期制定和贯彻国家动员令，具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雏形。

1960年军事政变后，军方于1962年12月11日发布第129号法令，根据1961年宪法第111条正式将最高国务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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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完善国家安全政策；以国家安全政策为导向，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相应的安防措施；通过获得政府授权来决定自身的职责范围，可以在必要情况下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和行政手段；发布国家动员令。

1980年军事政变后，根据1982年宪法第1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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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983年第2945号法令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其人员构成也发生很大变动，除总统外，内阁成员仅保留总理、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其他成员均来自军方，军方成为文官政府背后的实际操纵力量，控制文官政府长达19年。

为了彻底摆脱军方对国家政治的影响，2001～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相继通过修宪和制定法律的形式修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增加副总理和司法部部长的常委资格，废除体制内的军方委员会，扩大非军方人员的参会比例，削弱军方势力。为保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不可分割，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再具备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只是负责协调相关部长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分歧，国家安全政策最终由部长委员会投票决定。自2003年以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下降为政府的咨询机构而非之前的决策机构。2010年宪法修改后，军方议事代表人数再次被削减，增加大量非军方代表，除常委外，其他人员不享有投票表决权。由此可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几经变迁，最终发展成现阶段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咨询机构。

如今，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行政机构的最高国事磋商平台，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担负着土耳其目前最重要的两项任务，其一是修改宪法，其二是入盟（欧盟）立法。根据2001年10月3日的宪法修正案和2003年1月15日颁行的2945号法令，新加入的副总理和司法部部长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常委人数上升到14人。现阶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副总理、司法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总统担任委员会主席。两月一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根据议题不同召集相关部门代表共同议事，如果总统缺席，将由总理代为主持。

除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另一个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走向平民化的因素是欧盟。随着土耳其入欧进程的不断推进，其入欧立法亟待强化，而欧盟对土耳其政治“去军事化”的要求毫不妥协，因此，建立一个平民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平民化进程在2003年开始浮出水面，其标志就是任命非军方背景的人员担任书记处书记。2003年8月7日，第一个非军方管控的书记处成立，并逐渐接过部分入盟立法的任务。现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1名总书记，3名副书记，9个部门。总书记之下有4个平行部门，分别是专家顾问团、安全理事会、礼宾处和法务处，此外，3名副书记也直接受总书记的领导，3名副书记职责明确，相互平行。第一副书记主管战时动员工作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第二副书记主管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与评估、人事任免、行政事务以及公共事务；第三副书记负责除此之外的其他相关事务。书记处总书记的任命程序是首先获得总理的提名，之后再由总统批准。现任总书记是塞夫拉·哈贾穆夫托卢，于2014年9月16日正式上任。

三 地方行政机构

土耳其“1982年宪法”指出：“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以中央集权和地方管理原则为基础，并由法律规定构成一个整体。”20世纪80年代以降，土耳其的行政机关逐渐转变为一种双重结构。

（一）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

除中央（Ül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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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土耳其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四级，分别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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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乡和村，其中省是最大的行政单位，村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从数量上看，全国按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划分为81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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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个县以及若干乡、村。中央行政区划均有固定的行政边界，省、县、村设有省长、县长及村长分别管辖，乡一级行政单位不设地方政府首脑。

一般来说，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享受中央的财政支持，受中央的监督与管理。一省的省长和县长均由中央执政党政府任命，因此，省长和县长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该执政党的党员，当然也不排除政绩突出的其他党派成员。

省长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其行政级别一般高于中央其他部委派驻在各省的官员，所以省长的任命往往需要经过内政部提名、总统批准和部长理事会任命三个环节。省长的职责主要有三个：一是代表中央对所辖省份行使行政权力；二是负责协调体制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与地方自治政府的关系。其职权范围包括医疗和社会保险、文化和教育、经济与贸易发展等方面。

（二）以各省首府为首的地方自治政府

土耳其的地方自治政府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的共同需求，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公共法人实体，按照管治范围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省级特别行政区、自治市和自管区。各级领导系统均由选举产生，任期为5年，选举过程受到中央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监督，若自治政府的官员受到司法机关的调查或起诉，内政部部长有权在开庭审理之前免除其职务。这种以各省首府为首的地方自治政府，其管辖范围一般不固定，存在许多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是，与中央直属的各地方政府相比，这种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权。

1.历史沿革

土耳其地方自治政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坦齐麦特改革时期。1854年7月13日，奥斯曼政府仿照西方城市管理的模式，将首都伊斯坦布尔划作试点，成立自治政府。1857年，伊斯坦布尔被划分为14个城区，其中就有贝伊奥卢区（[image: ]
 ）和加拉达区（Galata）。1864年，奥斯曼政府决定在各自治城区成立议会，由政府指定的议长对辖区内的各种事务负责。1870年，奥斯曼政府颁布地方公共管理条例，决定在各行政单位的中心位置和次中心位置成立自治政府，并在后来的1876年宪法中加以推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地方自治政府历经多次改革与调整。20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通过中央调研规划（Merkezi Hükümet Teşkilatı Araştırma Projesi）建立了现代化地方自治管理的雏形。1971年，中央出台行政改革法案规范了其组织形式和管理原则。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启动行政管理规划（Kamu Yönetimi Araştırma Projesi），借此来提高行政机构总体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1992～1993年，将“欧洲地方自治章程”（The 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纳入土耳其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之内。但是，以上种种措施均未解决行政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低效运转问题。2003年，也就是埃尔多安上台之后，他以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标准锐意改革，精简机构，并制订了行政框架内的量化考核标准。2004～2005年，他根据本国国情对“欧洲地方自治章程”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做出调整，为地方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埃尔多安的地方自治政府改革有一大显著特征，即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广泛参照世界各国地方行政机构建设的标准，尤其是欧洲标准，制定适用于土耳其的管理章程。此外，他加强立法，将土耳其的地方行政机构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2004～2010年，埃尔多安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自治法令，如第5393号城市管理法令（Municipality Law No.5393）、第5216号大都市自治管理法令（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 Law No.5216）、第5302号特别行政区管理法令（Law No.5302 on Special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第5355号地方政府联合体管理办法（Law No.5355 on Un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等，空前强化了土耳其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规范了选举程序、工作程序和组织架构等。

2.组织架构

与以中央为首的地方各级政府不同，土耳其的地方自治政府按行政级别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省级特别行政区、自治市和自管区三级。根据2011年土耳其的政府报告，土耳其共有省级特别行政区81个、自治市2950个、自管区34395个。一般情况下，除了省级特别行政区的部分职位通过任命产生，其余各级领导机构的成员均通过地方选举产生。

在这种组织架构下，地方自治政府的职能范围主要包括公共事业，城市发展规划，环境保护，公路、桥梁、公园、住房、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多方面内容，此外也涉及经济贸易、文体事业及税收等。

（1）省级特别行政区

从全国范围来看，土耳其共有81个省。除了哈塔伊、科贾埃利和萨卡利亚三省的首府为安塔基亚、伊兹米特和阿达帕扎勒外，其余各省的名称均与其首府的名称保持一致。

省级特别行政区由行政特首（Vali）、省议会和省执行委员会组成，管辖范围囊括全省。从理论上说，行政特首是省级特别行政区的最高领导，根据第5302号特别行政区管理法令的规定，该职位由省长兼任，作为一省自治政府的行政中枢，其不仅对中央政府负责，还是该特别行政区的法人代表，具有双重身份。

省议会由该省公民依法选举产生，是省级特别行政区的决策机关。各省由于地理面积和治理人口的规模不同，其省议会议员的数量也是不同的。如伊斯坦布尔省、伊兹密尔省和安卡拉省的省议会议员数量分别是277人、136人和121人，而巴尔滕省和基利斯省的省议会均只有11名议员。一般情况下，省议会于每月第一周的工作日召开例会。如果省议会出现严重渎职行为，内政部可向大国民议会提案要求解散该省议会。

省执行委员会是省级特别行政区政策、法令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由10名常委组成，其中5名由行政特首（省长）从省政府各厅长中任命，另外5名则由省议会内部通过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省执行委员会通常一周召开一次由行政特首（省长）主持的工作会议。

（2）自治市

根据“第5393号城市管理法令”，凡人口数量在5000人以上的居民点均可以成立自治市，其管辖区域可以囊括多个乡村，同时也可以通过拓荒来增大其辖区面积，但是自治市政府必须建立在该自治市的中心位置上。

自治市市政府由市长、市议会和市执行委员会组成。市议会是该政府的决策机关，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受市长的领导，通常情况下于每月第一周的工作日召开会议。如果内政部发现市议会出现渎职或违法行为，可向大国民议会要求解散该议会。市执行委员会是市议会政策的执行机关，常委数量由辖区内的人口数量决定，人口数量高于10万人的自治市有7名常委，否则只有5名常委。除市长为当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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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其余常委均由选举产生，市执行委员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市长是自治市的法人代表，同时也是自治市的最高领导，通过地方选举产生，任期为5年。

根据土耳其内政部的报告，1990年土耳其共有自治市2061个，2000年上升至3215个。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土内政部在2011年将自治市精简至2950个。按照辖区人口数量和政府所在地的不同，这2950个自治市被划分为5种类型，分别是大都市、省级市、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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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级市和镇级市。

土耳其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很高，据统计，2013年土耳其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72.4%，并以2%的年均增长率持续增长。为了寻求功能地域（funcional territory）和制度地域（institutional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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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机结合，妥善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土耳其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大都市政府的建设提上日程。1984年3月23日，第一批大都市政府即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自治政府首先建立起来。截至2014年，土耳其共拥有30个大都市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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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市市政府的成立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人口总数超过75万人，二是必须为省首府（81个）。

由于大都市不论管辖面积还是治理人口的规模都比较大，所以大都市往往会划分为多个区，每个区在其中心位置上成立相互独立的自治政府进行自我管理，这就促进了县级市的产生。同理，省级市也拥有多个区，而在这些行政区中诞生的自治市则被称为区级市。在自治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由拓荒而形成的大型居民点，这些居民点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既不属于大都市也不属于省级市，本质上是一种乡村联合体，这种自治市一般被称为镇级市。

（3）自管区

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管区是建立在乡、村两个基层行政单位基础之上的，但自管区的建立需在省议会备案，经内政部批复后方可按要求成立。自管区的职权范围相对较小，只集中在公共浴室、集贸市场和粮仓等基本公共领域。自管区同样由三部分构成，自管区主任、长老会和社区联盟构成了其权力主体，其中社区联盟为决策机关，长老会为执行机关，主任则是自管区的法人代表。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的需要，这些自治政府往往会在面临共同治理问题时，经由内政部批准而成立联合政府。这种联合政府由推选产生的联合政府主席出任法人代表，联合议会和联合执行委员会分别是其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虽然联合政府不属于地方自治政府的常规机构，但拥有参与地方事务的权利。

（三）与内政部的关系

关于土耳其地方行政机构与内政部的关系，1982年宪法和第3152号法令做出了详细规定。

1982年宪法第127条规定，土耳其地方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若因渎职或其他徇私舞弊行为而受到司法机关的调查和起诉，内政部部长可在判决之前采取临时措施，免去其职务。

第3152号法令第二条指出，内政部可根据国家需要，适当调整地方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并协调省政府和各基层政府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此外，该法令第十一条还指出，各省省长是内政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内政部有责任对其进行监督、指导、教育和管理，使其严守组织纪律，保持公正廉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发展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工作。此外，内政部密切监督地方政府的选举、任命及工作报告，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实地考察，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质量；对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在职教育；确定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职责；为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等相关服务。

（四）地方选举

土耳其的地方选举在司法机关和内政部的监督下每5年进行一次，以自由、平等、无记名投票、直选、普选为原则公开进行。省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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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某一党团拥有该地区10%以上的支持率才有被选举资格。选举市长或乡长时，一般采用多数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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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1年的大选中，共有301761人当选，女性在选举中仍处于劣势（见表3-3）。

表3-3 2011年地方选举一览

[image: ]


四 政局动荡与贪腐丑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政府是近几十年来最为稳定的政府，不论是议会选举还是政府组阁，正义与发展党都以绝对优势居于统治地位。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第一次参加竞选时以“公正廉明”“发展经济”“捍卫民主的伊斯兰王国”为竞选口号，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选票，其在执政时期也基本兑现了承诺。据了解，正义与发展党之所以能够连选连任，一方面是由于埃尔多安个人“第二国父”的政治魅力，另一方面是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保持经济强势增长劲头持有信心。但近年来，随着土耳其的经济表现低迷，社会开始弥散不满情绪，最终随着2013年持续发酵的“伽齐事件”与“贪腐丑闻”而一并爆发，正义与发展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执政党险遭取缔

2008年2月，正义与发展党推动议会发布取消头巾禁令的法案，这一法案使共和国第一检察官阿卜杜勒赫曼·耶尔钦卡亚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涉嫌控制议会和政府，推行宗教色彩浓厚的政策，公开反对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危及世俗政体，请求宪法法院取缔正义与发展党。同年7月，至少25名世俗主义分子遭到政府的逮捕，其中多数是“凯末尔主义思想协会”的成员。该组织曾于2007年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时任副总理兼外长居尔竞选总统。虽然埃尔多安一再声明这一逮捕行动无关乎“宗教化政策”，但还是引起了耶尔钦卡亚的公诉，他再次要求宪法法院取缔正义与发展党，并禁止包括埃尔多安、居尔在内的71名正义与发展党党员此后5年内参政。7月30日，宪法法院对取缔正义与发展党一案做出判决，11名法官中有6名支持取缔正义与发展党，但是未到宪法规定的绝对多数即7票，正义与发展党逃过一劫，险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取缔的执政党。

经过这次取缔风波，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推动议会修改宪法，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削弱司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影响。

（二）第五次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对于土耳其来说不是一个新名词。土耳其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分别在1960年、1971年、1981年和1997年发生了四次军事政变。前三次军事政变均解散内阁建立了军政府，第四次军事政变则由传统政变改为“软政变”，迫使伊斯兰教徒埃尔巴坎下台，梅苏特·耶尔马兹领导祖国党接管政权。2003年，“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上台执政，采取了一系列打压军方的政策，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其颇具伊斯兰色彩的施政纲领也受到了以“世俗主义”为己任的军方的敌视。伊斯兰复兴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交织杂陈，表面平静的土耳其政局已经暗流涌动，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

自20世纪90年代起，民族主义在土耳其持续发酵，在苏苏尔卢克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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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urluk Scandal）之后，一个神秘的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该组织在1997年曾初现端倪，但并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直到2001年土国家情报部门间谍图贾伊·居奈（Tuncay Güney）的多重身份被识破，“埃尔盖内孔”这个恐怖组织才逐渐被外界熟知。外界对“埃尔盖内孔”的解读与“深国”（Deep State）联系在一起，指出其是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其成员主要来自军方，以凯末尔主义为指导，推崇极端民族主义。有学者表示，土耳其国内其他力量也支持该组织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200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决定展开对“埃尔盖内孔”的调查，陆续逮捕涉案人员275名，拉开了“世纪大审判”的序幕。2008年7月28日，伊斯坦布尔第13重罪法院首次对“埃尔盖内孔”案的86名被告提出起诉，到第四次庭审的时候，被告人数已经上升至531人，监狱对此案收监的总人数达到了753人。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就在此案的持续审理过程中，一桩更大的阴谋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

2010年1月，几名土耳其黑客侵入土军方电脑，发现了一份题名“第五次政变”的军方资料，该资料由5000页文字资料和48小时的录音资料组成，行动代号为“大锤”，其所有者是前副司令埃尔津·萨贡（Ergin Saygun）。于是，他们主动联系《塔拉夫报》（Taraf
 ），因为事关重大，该报编辑最终将资料交给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得知后，立刻命令相关部门对萨贡及相关军人实施监听。在验证了情况属实后，埃尔多安下令于2月21日连夜对包括萨贡在内的49名高级军官实施紧急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军方人员。《塔拉夫报》著名记者穆罕默德·巴莱苏（Mehmet Bara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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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同时向民众详细披露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该计划制订于2002～2003年，分为两套方案，计划动用12万人的军队。第一套方案是由空军司令易卜拉欣·弗尔特纳谋划一场空袭，在爱琴海地区击落己方战机并嫁祸希腊，引燃长期以来因塞浦路斯问题而持续酝酿的民族情绪，挑起土希冲突，并以此凸显现任政府在国家安全上的无能；第二套方案是策划两起在清真寺的爆炸袭击，引发社会混乱，趁机给政府扣上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帽子，博取国际社会对政变的同情。一旦政变开始，军方将迅速解散议会，逮捕居尔和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义与发展党高级官员，遣散内阁，成立以军人为首的临时政府，控制媒体，占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及伊兹密尔等战略要地，实行宵禁。由于该计划周密且详尽，所以立刻引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注意，并由此牵连出120多名土耳其中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前总司令阿伊塔彻·耶尔玛（Aytaç Yalman）、前副司令萨贡、前第一军司令员切特·多安、前海军司令奥登·奥内克（Özden Örnek）、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前特种部队总指挥埃金·阿兰（Engin Alan）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舒克鲁·萨瑞夏克（Şükrü Sarıışık）。一个月后，首批逮捕的军事人员仅有9名在押，其他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释放。2010年4月5～6日，土耳其政府在全国14个省再次展开行动，拘捕104人，其中包括9名早些时候被释放的军人。

2010年12月21日，土耳其法院开始审理涉嫌参与“大锤”政变的187名被告，地点设在号称欧洲最大的刑事监狱的伊斯坦布尔锡利夫里监狱（Silivri Prison）。

从“埃尔盖内孔”案到“大锤政变”，土耳其涉案军人在经过长达6年的审理之后在2013年8月受到了最终制裁。其中在“埃尔盖内孔”案中被判以终身监禁的高级将领有土耳其前武装部队总司令伊尔卡·巴什布（İlker Başbuğ）、前副总参谋长哈桑·伊兹、前宪兵部队情报部门创始人威利·库切克（Veli Küçük）、前宪兵司令赛纳·厄尔耶古（Şener Eruygur）、前爱琴海军区司令努赛特·塔斯德伦（Nusret Tasdelen）等。前参谋总长伊斯迈尔·帕金（Ismail Pekin）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策划“大锤政变”的前第一军司令多安、前海军司令奥内克、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等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此外，这两起案件还牵连到许多军方以外的人员，如著名记者奈迪姆·塞内尔（Nedim Sener）、艾哈迈德·锡克（Ahmet Sik）等。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案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更有细心的人发现，用于指控军人谋反的2003年“大锤政变”计划实际上是用“Microsoft Office 2007”排版编写的，余波之后引发了舆论的冷静思考。有观点指出，这一震惊世界的审判案其实是埃尔多安政府自导自演的政治秀，是为了获得连任而打出的声望牌。也有观点认为，不管埃尔多安政府是出于何种目的，都达到了削弱军方对政治影响的效果，对维护政局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2013年接连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和腐败案后，埃尔多安政府在2014年6月19日释放了“大锤政变”的全部被告，希望以此和军方和解，共同抵抗来自居伦运动的威胁。

（三）“伽齐事件”

2013年5月27日，一部分环保主义者因抗议政府对伊斯坦布尔伽齐公园的改造工程，通过塔克西姆团结平台这一互联网平台自发组织静坐活动，拉开了“伽齐事件”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天内，示威群众遭到警察暴力对待，总理埃尔多安非但没有谴责警察，反而表现出对示威群众的强硬态度，使事态持续扩大，截至5月31日示威队伍已经发展到10万人，贝伊奥卢区陷入瘫痪状态，并且逐渐蔓延到安卡拉、伊兹密尔等67个城市及地区，示威活动转变为示威者与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土耳其总统居尔眼见事态发展逐渐严重，于6月2日紧急会见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科勒驰达奥卢（Kemal Kiliçdaroğlu），双方共同发表声明稳定局势。但是，埃尔多安拒绝让步，在为警察行为开脱的同时指责民众“惹是生非”，并宣称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对抗示威群众。6月13日，政府做出让步，发布声明搁置伽齐公园的改造计划。7月3日，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要求政府取消该项工程，“伽齐事件”以群众的胜利画上句号。在此次暴力冲突中，两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伽齐事件”是一次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反对党的身影，但是并未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实质上是一种交织着反对党与人民对现任政府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虽然引起了社会的骚乱，但并未动摇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根基。但是，此次事件也暴露出埃尔多安政府专横强权的一面，为年底腐败案的曝光埋下了隐患。

（四）“贪腐丑闻”

不得不说，埃尔多安政府在面对“伽齐事件”时采取了与其竞选口号背道而驰的做法，更不符合其一味强调的人权主张，使其在人民中的口碑直线下降。因此，2013年腐败案的曝光对埃尔多安政府来说，既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契机。

2013年12月17日，埃尔多安一贯维护的警方在不告知政府的情况下，以行贿罪秘密逮捕了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泽法·恰拉扬（Mehmet Zafer Çağlayan）之子、内政部部长穆尔玛·居莱尔（Muammer Güler）之子、环境与城市规划部部长埃尔多安·巴伊拉克塔尔（Erdoğan Bayraktar）之子及数十名内阁高官和商业大亨，并移交司法部立案调查。12月18日，埃尔多安迅速采取措施令警界高级官员陷入“罢免风波”。12月25日，涉案的三名部长先后引咎辞职，巴伊拉克塔尔宣布辞职的同时，要求埃尔多安下台，暴露出正义与发展党的内部矛盾。

此次贪腐事件涉案人员的权位之高和范围之广使土耳其举国震惊，全国接连出现大规模的反腐游行示威，要求埃尔多安下台并解散不称职的内阁。在腐败案的推波助澜下，埃尔多安与居尔“危机洗牌”，更换了涉及工业、体育、欧盟事务等部门的7名部长，还包括一名副总理，内阁更迭人数几近一半，外媒披露称此次提名的10名部长均对埃尔多安十分忠诚，称其为“排除异己的大换血”。

为了防止土耳其警方继续深入调查腐败案，埃尔多安一改之前为警察辩护的面孔，指责土耳其警方受外部势力指使蓄意颠覆政府。2014年，土耳其政府加大对警方的打击力度，继警察部队总局副局长被解除职务之后，土耳其15个主要城市的警察局局长陆续被埃尔多安免除职务，首都安卡拉约350名警察被调离原职，70%的涉案警察受到政府的打击报复。2014年1月7日，埃尔多安向大国民议会提交一份议案，要求扩大政府对各地高级法官和检察官的控制权。政府这一系列举措换来了一个月的平静，但埃尔多安没有想到，更大的危机正在逐步来临。

2月24日，互联网视频网站YouTube上爆出一段疑似埃尔多安与其子涉及转移巨额财产的录音，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土耳其官方发表声明称，这是有人窃听政府高级官员的通话，蓄意捏造事实，妄图颠覆政府。埃尔多安本人痛斥录音公开者的阴险，并将斗争矛头指向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土耳其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埃尔多安与居伦的关系由于2007～2010年“大锤”政变未遂后急转直下。埃尔多安政府在2013年11月公布了取消私人预科制学校的计划，使居伦及其相关组织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失，而居伦及其组织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土耳其国内大部分警力和司法机构，形成了土耳其的“国中之国”，所以此次贪腐案件，极有可能是双方势力的终极较量。外界舆论认为，埃尔多安曾表示不需要居伦作为后盾，因为其拥有国民的支持，腐败案不过是一些反对组织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蓄意煽动，通过贬低正义与发展党而坐收渔利。

从现阶段的政局来看，贪腐丑闻似乎未对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造成太大的影响，当然这与埃尔多安及时“洗白”政府形象不无关系。2014年8月10日，埃尔多安以51.79%的民众支持率成功当选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统，而正义与发展党则继续执政，组成第62届内阁。

第五节 司法机构

一 概述

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土耳其的司法独立，司法机构由司法部、最高法检委、国家司法学院（Justice Academy of Turkey）、司法鉴定研究中心（Institution of Forensic Science）和各级法院组成，以法治原则、法院独立、法官终身制等为基础，形成三元化的司法体系，分为行政司法、法律司法和特别司法。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必须服从法院的判决，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以任何途径干扰或拖延司法审判。

在土耳其的现行司法机构中，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上诉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军事上诉法院（Military Court of Cassation）、高等军事行政院（High Military Administrative）、司法权纠纷法院（Court of Jurisdictional Disputes）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法院。最高法检委和审计院是负责监管法官、检察官和财政情况的特殊部门，其裁定结果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具有终审性质。司法机构的权力主体由司法部、最高法检委、国家司法学院和司法鉴定研究中心组成。

法官与检察官的职位受法律保护，在无渎职情况下，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宪法规定的退休年龄前将其免职或令其提前退休。即便其履职的部门被裁撤或合并，其个人的相关待遇也不会因此被剥夺。

二 权力主体

在土耳其的司法体系中，司法部、最高法检委、国家司法学院和司法鉴定研究中心承担日常的行政工作。

（一）司法部

司法部的职责是为国家司法机构的正常、高效运转提供主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承担系统内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和各项建设的技术支持，监督其他各部门的职能履行状况，确保土耳其的司法体系与国际接轨等。

司法部下设监察司、刑侦司、民事管理司、监狱管理司、法律司、战略开发司、国际法研究与外事司、欧盟事务司、人事司、档案司、内政司、信息技术管理司、培训中心、技术开发司、出版司、行政及财务司、公共关系及媒体咨询管理司等。2013年腐败案后，土耳其内阁经历了较大调整，时任土耳其副总理贝基尔·博兹达古（Bekir Bozdağ）接替萨杜拉·埃尔金（Sadullah Ergin）出任司法部部长，同时兼任内政部部长，副部长是艾哈迈德·哈姆西奇（Ahmet Hamsici）。

（二）最高法检委

最高法检委是独立于司法部之外的最高权力主体，该委员会由22名常委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以法院独立和法官、检察官的职位保障为原则成立，最高领导人是委员会主席，由司法部部长兼任。最高法检委的职责范围包括各级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法官、检察官的选拔、任命、调动、授权、晋升和贬谪等，对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留用察看或直接开除。最高法检委可就司法部裁撤法院、改变法院管辖范围和裁减法官及检察官编制的决定保留意见，通过委员会协商一致后宣布最终裁定。对于最高法检委的裁定结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保留意见，不得向其他任何司法机关提出上诉。

最高法检委由议事厅、全体会议、检察委员会及秘书处组成。

1.议事厅

议事厅分为三个部分，人员均从委员会内部挑选。第一议事厅除司法部副部长外共6名成员，分别来自上诉法院（1名）、基层民事及刑事法院（3名）、基层行政法院（1名）和总统委派（1名），其职责范围是法官及检察官的人事安排、人员培训及实习生的岗前培训等。第二议事厅以提高委员会的运作效率为第一要务，并负责委员会内部的纪律监督，有权对渎职人员做出处理决定。该议事厅由5名成员组成，按名额分配来看，国务会议1名、基层民事及刑事法院2名、基层行政法院1名，总统直接指派1名。第三议事厅的职权范围包括接受体制外法官及检察官的加入申请；监督委员会成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是否符合宪法、章程和法律的规定，并对违法犯罪人员采取相应措施；对被举报的法官或检察官进行隔离调查，并对其做出评估以便重新决定其职权；要求其他相关部门撤回或终止其决定；界定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区法院的管辖范围；等等。在该议事厅的人员构成中，上诉法院为1名，国务会议1名，基层民事及刑事法院2名，基层行政法院1名及总统任命1名，司法部副部长担任第三议事厅的厅长。

2.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由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主要职责是分配各议事厅的工作任务，并审议各议事厅的议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或直接通过。全体会议有权对各法院的管辖范围做出调整，选举上诉法院和国务会议的组成人员，组织全体成员参加培训或前往国家司法学院进修。此外，司法部的副部长、各议事厅的厅长、检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秘书处秘书长也由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3.检察委员会

检察委员会直属于第三议事厅，行使权力时代表最高法检委。检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察基层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履职情况，并可以要求最高法检委在特定情况下予以协助。检察委员会设1名主席，2名副主席，第一副主席下辖监察处和档案馆，第二副主席下辖问责处，整个检察委员会共112名成员。

4.秘书处

最高法检委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主要由秘书处承担，此外，秘书处还负责审判卷宗和公诉卷宗的整理归档及财政事务等。秘书处共有五条分支机构，第一秘书处下设内事局、行政局、永久性拨款授权局（Permanent Authorizations Bureau）、诉讼程序管理局（Proceedings Bureau）、机要局及培训中心；第二秘书处下设发展局、纪检局和公证局；第三秘书处下设司法纠纷处理局、执法局、诉讼事务管理局（Litigation Affairs Bureau）、人事局、文献传递局及交通局；第四秘书处下设信息技术管理局、立法局、外事局、信息管理局和宣传局；第五秘书处下设战略研究局、人力资源局、行政及财政事务局、档案局及图书管理局。

总秘书长的任命条件是必须要在最高法检委内任职五年及以上，并对该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者。总秘书长必须经由三分之一的法检委成员联合提名并由总统任命，副秘书长由总秘书长提名，经过三分之一以上的法检委成员认可方能上任。

（三）国家司法学院

国家司法学院是以提高国家司法队伍业务水平为目的而专门成立的研究机构，拥有自主的行政权和财政权。

国家司法学院主要有六大职责。第一，协助最高法检委对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执行队伍（法官、检察官）进行业务培训及岗前培训，提高其对现有法律法规、审判程序、组织纪律等的熟悉程度，并在学员毕业时提高其司法权限。第二，强化学员的外事能力，与国际相关组织合作，共同培养司法队伍，尤其重视与欧盟的相关组织开展联合培养。第三，强化学员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认知，提高其作为法律顾问的能力。第四，深入田野调查，广泛制定问卷，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形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贴近民意，此外，密切注意国际相关组织的学术动态，及时将最新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内。第五，组织筹建国家司法信息中心，为国家司法人员提供最新、最全面的档案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等。第六，依靠培训中心对新任律师、公证员和军事法庭法官、检控官进行岗前培训。

除院长和副院长外，国家司法学院有4大常设机构，分别是全体会议、执行院、审计处和培训中心。全体会议是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决定本年度内学院的基本任务。全体会议由司法部部长、副部长、刑事事务总长、民事事务总长、法律事务总长、欧盟事务总长、人事部部长、培训中心院长及各法院的代表组成。会议期间审查学院年度工作报告、学院财政预算、审计处年度报告和培训中心年度报告，决定是否更换学院院长和审计处处长，并选出5名常委和3名候补委员与永久常委合并成新一届执行院。

执行院是国家司法学院唯一的政策执行机构，由6名常委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地位仅次于学院院长。司法部人事司司长担任执行院永久常委，另外5名常委和3名候补委员由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执行院的主要职责是为内阁、总统及副总统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措施，其他职责可以概括为完善学院规章制度、制订教育计划和培训计划及管理学院资产等。

审计处的成员由全体会议选出3人组成，负责学院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日常的行政工作。培训中心是国家司法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各级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及军事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同时还有培训律师、公证员等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的义务。

（四）司法鉴定研究中心

成立司法鉴定研究中心的目的是在诉讼活动中为司法部门提供专业的鉴别和判断，并为其提供鉴定意见，保证司法部门的工作效率。

土耳其司法鉴定研究中心在结构上分为中央司法鉴定研究中心和省司法鉴定研究中心。与其他司法机构不同，土耳其中央司法鉴定研究中心位于伊斯坦布尔，其通过附属的专业研究所、中心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发挥其职能。专业研究所按照研究领域不同分为6个研究所，分别是病理解剖研究所、精神疾病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物理学研究所和交通事故研究所。中心委员会由研究中心主任、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全体会议包括研究中心内部的所有成员。中心委员会管辖中心内部的行政事务，全体会议对学科论断具有最终发言权。此外，中心内还设有培训中心、学科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和人事处等。省司法鉴定研究中心以地区就近原则成立，以保证司法鉴定的快速有效。根据地区司法机构的不同，省司法鉴定研究中心因地制宜地设立附属研究所，各研究所之间彼此独立，归中央司法鉴定研究中心统一管辖。省司法鉴定研究中心的中心主任拥有行政和专业鉴定的最终决定权力。

不论是中央司法鉴定研究中心还是省司法鉴定研究中心都拥有两项职能。第一，专家鉴定职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鉴定中心不得拒绝法院的司法鉴定请求，努力为其提供专业、准确的司法鉴定。第二，培训职能。为了满足司法鉴定需求，司法鉴定研究中心必须由拥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成立涉及法医、刑侦等司法鉴定领域的研究项目，单独或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联合进行研究生人才梯度培养，储备人力资源，将本中心建设成为具备高水准的司法鉴定研究中心。此外，还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研讨会、学科会议等。

三 法院体系

土耳其的法院按照职能类型分为宪法法院、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军事法院和司法纠纷法院五类，其中宪法法院和司法纠纷法院不设低级法院。

除军事法院外，全国的法院系统自下而上分为初级法院、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初级法院也称一审法院（The First Instance Court），主要有民事法院、刑事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军事纪律法院和军事法院。地区法院主要有分管民事和刑事的地区上诉法院和分管行政、税收的地区行政法院。军事法院实行两级制，在军事纪律法院和军事法院之上直接设立最高军事行政法院和军事上诉法院。除此之外，在土耳其的最高法院中，宪法法院和司法纠纷法院相互独立，地区上诉法院之上是最高上诉法院，行使最高普通司法权；地区行政法院之上设国务会议，统领全国的行政司法权。

（一）宪法法院

土耳其宪法法院成立于1962年4月25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已发展成具有17名成员的最高宪法司法组织，拥有对共和国总统、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法院人员的审理权，公诉人为共和国第一检察官或第二检察官，其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宪法法院的职责是审查法律、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及大国民议会的议事章程等是否违宪，但不具备审查宪法修正案的权力。

（二）普通法院

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分成三级架构。最上层的是上诉法院，负责审核本体系内各法院的判决，并对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有初审和终审权，是本体系内的终审机构。

其次是地区上诉法院（Regional Courts of Appeal），成立于2007年6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依照地区就近原则选出15个省成立地区上诉法院，相互邻近的省份共用一个地区上诉法院。该法院依据第5235号法令行使职权，互不归属、相互独立，其下再设两个分支，其一是民事法院，其二是刑事法院，二者皆属于普通法院体系中的基层法院。

基层民事法院中设有调解法院、一般法院以及特别法院，其中特别法院主要受理专业领域案件，主要包括商业法院（Commercial Court）、国土法院（Land Registry Court）、劳资争议法院（Labour Court）、家庭法院（Family Court）、海事法院（Maritime Court）、消费者法院（Consumer Court）、青少年法院（Juvenile Court）、强制性法院（Enforcement Court）和交通法院（Traffic Court）等。刑事法院由三个机构组成，分别是和解法院、一般法院和重罪法院，其中一般法院主要审理青少年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重罪法院则由附属的青少年重罪法院和特别刑事法院组成。

（三）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沿用与普通法院相同的由中央到地方的三级架构。中央的国务会议拥有行政诉讼和行政纠纷的最高裁决权，审查条例草案、特许权等行政领域的各种法律法规，并对总理和内阁提交的经由大国民议会授权的法律法规草案提供意见和建议，依法行使对特殊案件的初审和终审管辖权。

地区行政法院在本体系中的作用与地区上诉法院在普通法院中的作用不同，其建立更多的是为了弥补基层法院在审判中的不足，并且不接受当事人上诉复审的请求。

行政法院和税务法院是行政法院体系中的基层法院。基层行政法院的职权范围较广，管辖除国务会议和税务法院之外所有行政领域内的案件，税务法院专职处理税务案件，其工作人员全部来自行政司法领域。院长有权安排庭审人员，但院长及两名高级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庭审。基层行政法院和税务法院的地理管辖空间受最高法检委的制约。

（四）军事法院

2010年宪法修改后，土耳其的军事法院不再拥有在和平时期审判普通公民的权力，而对犯罪军人的最高审判权也被移交到宪法法院手中。简单来说，土耳其的军事法院只负责处理一般的军事犯罪案件。

从中央到地方，土耳其没有设置地区军事法院作为承接。在基层法院中，根据当事人犯罪情节轻重，分别归属于军事纪律法院和一般军事法院管辖，其职权仅在规定空间范围内生效，不得跨区域管理。其中，军事纪律法院主要受理一般的违纪行为，而构成军事犯罪的则归一般军事法院管辖，二者职能不能交叉重叠。

在基层军事法院之上，直接设立最高军事法院，即最高军事行政法院和最高军事上诉法院。最高军事行政法院主要处理因行政行为和活动而引起的，涉及军事人员和军事工作的司法纠纷，具备初审和终审权，其判决结果其他任何司法机关不得更改；最高军事上诉法院是对体系内各分支机构的判决结果进行审理的终审军事法院，并拥有对特殊军事犯罪案件的一审终审权。2010年宪法修改后，军事法院的工作人员不再由军人充任，尤其是高级军事法院，其人员组成由大国民议会、司法部和最高法检委等从专业司法领域内共同遴选任命。

（五）司法纠纷法院

除了上述四种职能类型的法院，土耳其司法部门还特设了独立的司法纠纷法院，负责对普通法院、行政法院以及军事法院之间因司法管辖和审判结果等方面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并做出终审判决。在处理宪法法院与其他法院之间的司法纠纷时，司法纠纷法院应当优先考虑宪法法院的审判结果。

和宪法法院相同，司法纠纷法院在地方不设任何分支机构，财政支持来源于司法部，人员从以上各高级法院中遴选，院长从宪法法院中选拔。

四 司法改革

为了争取早日加入欧盟，土耳其自1996年开始在民主改革上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仍与《哥本哈根标准》有一定距离，尤其在司法方面经常遭到欧盟的诟病。2009年8月，土耳其颁布了《司法改革行动纲要（2009～2013）》，对2009～2013年的司法改革提出了十大任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十大任务随着2010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而逐步深化。

（一）增强司法独立性

在参考了近年来宪法法院提出的改革方案后，为了进一步与欧洲的司法体系接轨，同时进一步明确司法体系的职能，提高其运行效率，土耳其司法部将原宪法法院的组成人员由15名（含4名候补成员）提高到17名，将最高法检委的成员数量由7名提高至34名（含12名候补成员）。其中，宪法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成员从最高法检委中产生。司法部部长继续担任最高法检委的委员会主席，负责议会对委员会的质询和问责；司法部副部长为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负责委员会与司法部的协调。

明确最高法检委的职责，增设秘书处，改进工作程序和审查制度，监督法官和检察官，以实现对其违纪行为检控和辩护职能的分立。改善司法晋升制度，将案件上诉率纳入考核范围。筹建财政和管理独立的法官和检察官联合会（以下简称法检联），且不受内政部的管理。

改组军事法院，缩小军事法院的职权范围，结束了普通公民在和平年代在军事法庭受审的情况，并将宪法法院作为审判军人的最高法院。此外，命令国防部将军事法庭撤出军事禁区，如遇军事法庭确实需要在军事禁区办公的情况，则另设出入口进出，最高军事行政上诉法院的审判制度也由一审终审制转变为二审终审制。

（二）促进司法公正

2010年，司法部和最高法院、最高法检委依据国际标准共同制定土耳其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准则，并积极促进高等法院的庭审公开化。2011年，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土耳其司法部重新评价第2802号法令中有关法官、检察官的组织纪律，制定了更加客观准确的判断标准，并在尽量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将法官、检察官的违纪情况公之于众。2013年，司法部与各种非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合作，提升社会和媒体对国家司法公正的好感。

（三）提高司法效率

2010年，土耳其司法部在全国建立9处地区上诉法院，并完善相应的软硬件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国家司法网络；通过新的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送达法”，推进民事司法领域的建设。为确保司法领域的人力资源充足，司法部制定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填补司法领域的人才空缺。

2011年，司法部筹建行政司法领域的上诉法院；协同全国律师协会、法律院校完善律师教育程序，严格律师行业准入制度，提高有效辩护率；以地域原则合并效率低下、案件量少的法院，整合司法资源；与外交部合作，向部分驻外使馆派遣法律参赞，维持司法部在欧盟的代表席位；推广司法和行政单位的电子签章，改进网上立案系统；改革民事和刑事领域的少年司法制度，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以及完善证人制度等。

2012年，司法部制订中期改革计划，成立主管民事执行的核心小组，加大对执行官的业务培训，提高民事领域强制执行和破产事务的工作效率。2013年，司法部在预算框架内继续完善法院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推广专门法庭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的司法体系建设。加大对法医人力资源的投入，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成立法医分支机构，增加实验室数量，建立与国际机构同步的电子图书馆和数据中心，不断改善和提高土耳其法医学的技术水平。此外，在全国范围内的225个重罪庭审现场安装监控系统，定期更新司法部门的网络设施，全面整合全国范围内的犯罪记录和其他相关信息，开发数据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国家司法网络项目（UYAP）的建设工程，并确保后期正常运作。

（四）推进司法职业化

从2011年起，司法部陆续扩大司法教育体系的规模，延长法律专业的学制，建立起全职的学术人员队伍，努力提高司法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加大对司法人员外语培训的经费支持，提升司法队伍的国际化水平。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将欧洲人权法院和国际法庭的案例及其相关资料翻译成土耳其语出版发行，并通过国家司法网络扩散到司法权力主体。

（五）改善司法管理

以欧盟成员国为标准，改进土耳其的司法工作流程、司法程序和工作任务，提高司法人员的工作效率，重新制定司法体系工作人员的资格认证考试、实习等各方面标准，从源头上保证选拔的客观性。此外，减轻司法领域内的行政负担和财务负担，划定试点试行“法院管理系统项目”。

（六）提升司法公信力

2012～2013年，土耳其司法部制定了四个中长期目标，通过外部调研和内部反腐倡廉，树立司法部门在社会媒体和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同时加大对司法新闻工作者的培训力度，并适当将庭审现场予以公开。建立、健全最高法院的公关制度，从舆论角度奠定国家司法部门的权威。

（七）保证司法救助途径的畅通

为各级法院统一建设网站，方便律师对当事人案件的跟进，同时得益于国家司法网络项目的建成和法律援助程序的简化，土耳其最终实现立案电子化，大大提高了司法救助的效率。对于外国人在土的案件审理，土耳其司法部门于2012年提供标准化的翻译服务，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损害。

（八）探索替代性解决争议的方法

在群众中普及法制教育，尤其是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使其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源头上预防纠纷的产生。在民事纠纷领域，提高调解成功率和仲裁效率，成立行政、司法联合工作小组有效进行诉前调解，减少法院的工作量。在刑事领域，通过媒体向大众广泛宣传，从而提高刑事和解的可能性，在充分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放宽处理等。

（九）改革监狱制度

监狱的改革主要在2012～2013年开始进行。为了改善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人权记录，土耳其司法部着重推广缓刑制度，广泛采用替代性惩罚措施来取代人身处罚；关闭大量设施条件差的旧式监狱，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新型监狱，并建立起配套的劳动改造场所和感化机构；努力控制全国范围内的监狱数量，2013年，土耳其监狱数量降至250个。此外，自2013年起，司法部全面接管监狱的外部安全事务，包括服刑人员的转移和接送，同时考虑在爱琴海地区增设一处监狱工作人员的培训中心，全面提升监狱的管理质量。与此同时，监狱同样成立公关部门，直接服务于提升监狱形象和司法形象。

（十）加快入盟立法

自1963年以来，土耳其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首先自1995年开始了民主化改革，而后在2002年废除了死刑，改革标准无限趋近于欧盟。2005年10月3日，土耳其的入盟马拉松终于有了全新的起点，但还未等土耳其迈开脚步，欧盟又重新给土耳其设置了一连串障碍。除了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欧盟更多的考量是出于《哥本哈根标准》。

2011年以降，土耳其明显加快了司法领域的民主化改革，连续起草了“商法”“最高法院法”“法官检察官联盟法”“债权法”“民事诉讼法”“银行、商业和消费者秘密保护法”“数据保护法”“国家秘密法”“行政裁判法”“国家DNA数据库保护法”“民事纠纷调解法”“监狱外部安全事务法”“司法部组织法”“民法”等18项法律法规，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使司法部门有法可依，逐渐完善土耳其的法制建设，向《哥本哈根标准》迈进了一大步，也为即将到来的欧土双方高级别的经济对话做了必要准备。而与欧盟法律、司法体系标准的对接，也使得土耳其在将来的入盟谈判中有了一定的筹码。

第六节 政党与团体

一 政党制度

（一）历史沿革

由于土耳其是通过解放战争直接从一个封建神权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政党国家，政党制度发育不完善，所以在建国之初以“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指导，一党专政的模式在土耳其实行了数十载。随着凯末尔的去世，加之民主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这种极权模式无以为继，继任总统伊诺努被迫开放党禁，一党专政逐渐解体，多党制模式下的土耳其呼之欲出，并在随后的岁月中逐渐成长，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熟。

1.一党专政时期（1923～1960年）

1923年8月9日，凯末尔成立人民党，这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与过去的封建制度彻底划清界限。同年11月，人民党易名为“共和人民党”，凯末尔在担任共和国总统的情况下留任党主席，总理伊诺努担任党副主席。1924年4月20日，新宪法颁布，该宪法赋予共和国总统极大的权力，总统实际上取代议会成为土耳其国家权力的核心。自此，一党专政成为凯末尔时代政党制度的逻辑延伸。

1931年，凯末尔建立了从属于共和人民党的“人民之家”和“人民园地”两个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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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民间组织在全国各地分别设有4322个和479个分支机构，通过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对民众的控制，达到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合。1935年5月，共和人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党政合一”的决议，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正式定型。由于缺乏政党的执政经验，此时的政党制度极权色彩浓厚，国家的政策方针均由党的核心成员制定，党的总书记兼任内政部部长，各省党组织的负责人兼任各省省长。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这一阶段的一党专政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民主进程的倒退，而是为了强化世俗政治而做的努力，是土耳其从封建制度过渡到政党制度的缓冲期。

在一党专政时期，曾先后出现过两个政党，分别是1924年11月由侯赛因·拉乌夫·奥尔贝（Hüseyin Rauf Orbay）成立的进步共和党和1930年8月由阿里·费特希·奥克亚尔（Ali Fethi Okyar）成立的“自由共和党”。前者由于涉嫌参与库尔德人武装叛乱在1925年6月被取缔。后者是经凯末尔授权成立的，实际作用是制约总理伊诺努，达到点缀民主政治的效果。然而，凯末尔的这场民主实验却被自由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和其他对政府不满的人利用，99天后，自由共和党宣布自行解散。总的来说，进步共和党和自由共和党都只是一党专政时期的小插曲。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因病去世，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位克里斯马式的统治者，加之长期以来的专制做法导致农民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这种建立在新兴官僚资产阶级基础上的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开始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共和人民党于12月召开特别会议，伊诺努被任命为党的终身主席，并披上了“民族领袖”的外衣。随着此次会议“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口号的提出，一党专政的地位得到空前强化。1939年5月，为了显示民主，伊诺努在共和人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在议会内部成立一个起反对党作用的“独立议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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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监督政府和议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议员团并未形成一股反对力量，一党专政的实质仍未改变。

1944年11月，共和国总统伊诺努公开承认反对党的合法性，一党专政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1945年7月18日，伊斯坦布尔的大资本家努里·德米拉（Nuri Demirağ）成立了“民族发展党”，开启了战后组建反对党的先河。此后，建立反对党的洪流无法遏制，仅1945～1950年就有27个党派和88个公会组织相继成立，其中就包括接下来将要执政的民主党。

1945年6月17日进行的伊斯坦布尔选举中，共和人民党一改之前的中央任命制度，首次采用候选人自由提名制度。同年11月1日，伊诺努再次承认反对党的合法性。1946年1月7日，脱离共和人民党的拜亚尔和曼德列斯等人组建了民主党，5月10日，伊诺努在党代会中提议将议会选举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并废除了1939年成立的“独立议员团”。1946年7月，土耳其举行议会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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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惨败，但1946年7月的大选开创了执政党与反对党角逐议会席位的先河，是土耳其由一党专政向多党制过渡的重要转折点。1947年7月，伊诺努发表了著名的《多党制宣言》（Temmuz Çok Partili Beyanname），奠定了多党制的政治基础。1949年，共和人民党因无力扭转颓势尽显的经济局面，将大量土耳其民众推向了民主党的一边。1950年5月14日，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再次展开议会席位的角逐，民主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大选的胜利，在议会的487个席位中获得415席。自此，叱咤土耳其政坛27年的共和人民党及其“三位一体”的极权政治模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历史仿佛和土耳其开了一个玩笑。民主党执政后，政党政治并非像土耳其民众想象的那样朝着民主化发展。1950年大选失败后，共和人民党几乎将所有的权力和支持者都移交给了民主党，而其他的政党力量又较为弱小，土耳其两党对峙势均力敌的局面并未出现，民主党俨然成为1950年之前的共和人民党。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期间，土耳其依旧延续着一党制。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耳其经济情况的日趋恶化，民主党一改之前宣扬民主的面孔，比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更加专制，甚至出现了曼德列斯式的独裁统治，土耳其国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统治的气氛，政局日趋动荡，直到1960年5月27日军方发动政变取缔民主党政府，这种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才寿终正寝。

2.多党制的发展与成熟（1960～2014年）

1960～1983年，军方曾三次发动政变，土耳其出现了军政府时期和超党派（无党派）政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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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三个，即联合政府、短命内阁和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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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庭抗礼。

第一，联合政府的出现是因为自1961年宪法颁布之后参与角逐议会席位的政党众多，而各参选政党的实力都不足以单独组阁，需要联合一个或多个政党才能组成内阁。起初，联合政府的主角是共和人民党，1961～1965年，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共产生三届，随着1965年正义党在议会大选中的胜出，联合政府的主导权移交到正义党手中。1971年军事政变后，两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不相伯仲。第二，短命内阁。直到1981年军事政变之前，除军政府外，内阁在短短的19年间更换达到18次，其中超党派人士组织政府4次，以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为首组织的政府达到13次，平均每届政府的任期只有一年多。第三，两党分庭抗礼。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1960～1983年的土耳其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共和人民党组阁6次，正义党组阁7次，从执政年限上看，正义党略占上风，因此这一历史时期颇显两党制的色彩。

1983年12月13日，军政府还政于民，从此，土耳其进入了所谓的“厄扎尔王朝”时期。回顾1983年11月6日举行的土耳其大选，当时参选的主要有三个政党，分别是图尔古特·苏纳勒普（Turgut Sunalp）领导的国家民主党（Milliyetçi Demokrasi Partisi）、纳杰代特·贾勒普（Necdet Calp）领导的平民党（Halkçi Parti）和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Anavatan Partisi），其中唯一一个非军方背景的就是祖国党。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人民连续遭受三次军方政变，其对军方的反感不言而喻，加之厄扎尔在任军政府副总理时期发展经济的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人民，所以，祖国党在最终的投票结果上稳占45%的支持率，获得了大国民议会的211个议席，赢得了1983年大选，开始了为期8年的执政时期。1985年之后，土耳其的选举制度逐渐成熟，选举逐渐成为各政党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中心舞台。随着党禁的开放，越来越多地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的前政党领导人也开始重新焕发出政治生命力。

1987年以后，土耳其政坛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厄扎尔的祖国党、埃尔戴勒·伊诺努（Erdal İnön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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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社会民主平民党（Sosyal Demokrat Halkçi Parti）和苏莱曼·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Doğru Yol Partisi）。由于祖国党主要由大量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组成，缺乏政党斗争经验和运作经验，其在执政后期倍感压力，而党内的分裂使其再次面临经济困境时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最终在1991年将领导权交给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

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重新回到多党联合政府的时代。与六七十年代的多党联合政府不同的是，此时选举制度的成熟和政党活动的频繁成为土耳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此时活跃的政党多多少少都与1980年以前的政党有些关系，比如正确道路党的前身是正义党，社会民主平民党的前身是共和人民党，繁荣党的前身是民族救赎党等。经过长时间政党政治的锻炼，这些党派早已不再如从前那般稚嫩，所以联合政府的出现，也继续维持了土耳其政局的稳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政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兴起与复苏，如先后执政的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在意识形态上都属于民族主义政党的范畴，而1996年执政的繁荣党则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政党。虽然繁荣党在执政一年之后就被军方以“软政变”的方式颠覆下台，但是从军方政变的方式不难看出，军方不再采取武力胁迫的方式，而是通过司法系统宣布繁荣党违宪，进而达到政变的目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则是以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前提的。祖国党执政时期，文官政府逐渐从军方恐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一般来看，当一个国家文官政府足以强大到不受军方控制，且处处削弱军权的时候，那么背后必定倚仗着充分的民主与完善的政党制度。因此，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多党制政党制度就已经走向了成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居尔和埃尔多安这样年轻的政治家为首的正义与发展党开始上台执政，土耳其的政党政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正义与发展党的大获全胜，迫使众多资深的政治家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其中就包括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坦苏·奇莱尔（Tansu Ç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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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苏特·耶尔马兹等。由于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伊斯兰背景深厚的繁荣党，所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担心土耳其将会“和平演变”为一个彻底的伊斯兰国家。正义与发展党在官方声明中将自身的政治立场概括为“中间偏右”，将意识形态概括为“温和的、保守的”。从2002年到2014年，正义与发展党已经连续执政12年，相继单独组成土耳其第58～62届内阁。从这12年的施政纲领与所作所为来看，正义与发展党表现出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改革主义、伊斯兰主义等诸多姿态，土耳其国内部分舆论将“全土耳其的政党”的桂冠无条件地赠予了正义与发展党。如果要对正义与发展党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下做出一个评价，那么，多党制下的一党制再合适不过了。

总的来说，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曲折性与戏剧性。截至2014年，土耳其的政党模式由一党制开启了历史进程，其中经历了多党联合执政、两党交替执政，最终发展成为目前的“多党制下的一党制”。

（二）主要政党

1.正义与发展党（AKP）

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于2001年，是由埃尔多安联合一部分前美德党成员联合组建的。追根溯源，美德党的前身是1998年被取缔的繁荣党，繁荣党的前身是1980年被取缔的民族救赎党，而民族救赎党的前身则是1971年被禁止活动的民族秩序党，这些党派都是因为伊斯兰教的背景而遭到取缔。正义与发展党拒绝承认自身是一个伊斯兰政党，但从所属的源流及党员背景来看，尤其是埃尔多安、居尔和达武特奥卢等人的宗教倾向，正义与发展党的党性可见一斑。因此，在世俗化的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曾于2002年和2008年两次险遭取缔。2005年，正义与发展党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欧洲人民党（EPP），2013年脱离欧洲人民党加入欧洲保守改革联盟（Alliance of 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自2002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先后赢得2002年、2007年和2011年的大选，得票率分别是34.26%、46.58%和49.83%。在地方选举中，其在2004年、2009年和2014年获得的支持率分别是41.67%、38.39%和42.87%。

在执政期间，正义与发展党先后挫败“埃尔盖内孔”案和第五次军事政变的阴谋，并在欧盟的督促下加快了民主改革的进程，限制军方的权力，改革司法体系，积极向西方靠拢，在经济发展受挫的情况下，向上海合作组织释放了寻求加入的信号。

2013年，正义与发展党先后遭遇伽齐公园示威活动和腐败案曝光等一系列执政危机，但从2014年的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结果来看，正义与发展党并未受到这两次事件的影响，仍然是土耳其国内的第一大党，在大国民议会中占有312个议席。原党魁埃尔多安在2014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21000143张选票，以51.79%的支持率登上总统宝座。现任党主席是达武特奥卢。

2.共和人民党（CHP）

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历史最悠久的党派，也是现今土耳其国内最大的反对党。该党以凯末尔主义
 
[49]

 为指导原则，创始人凯末尔同时也是该党的永久主席。共和人民党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与你同在”（Varsa herkes için var），其政治立场偏左，意识形态带有明显的凯末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大国民议会中占有128个议席。在国际上，共和人民党是社会党国际的重要会员，同时也是欧洲社会党的准会员。现任党主席是凯末尔·科勒驰达奥卢。

1923年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与鲁米利亚权利捍卫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党，随后其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土耳其长达27年，以多党制的模式统治土耳其7年。1980～1992年是共和人民党的封禁期，此后，丹尼兹·巴依卡尔（Deniz Baykal）于1992年9月9日重组共和人民党，在吸收了新土耳其党、民主左翼党等党派后，共和人民党重新成为土耳其政坛的中坚力量。

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共和人民党接连在2007年和2011年的大选中落败，目前只能以土耳其国内第一大反对党的形式存在。

3.民族行动党（MHP）

民族行动党可归入极右翼政党，2009年后，其向中右转变的趋势逐渐明显，意识形态中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色彩。经过2011年的大选，民族行动党在大国民议会中占52席，现任党主席是德武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celi）。

民族行动党的前身是共和农民民族党（Cumhuriyetçi Köylü Millet Partisi），1969年2月9日在奥帕桑·图克希（Alparslan Türkeş）的领导下更名为民族行动党，在此时期，反共产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成了该党政治主张的核心。1974年，其与正义党、民族救赎党和信任党组成了著名的“民族阵线”（Milliyetçi Cephe），对其他政党进行打压。1991年，民族行动党与繁荣党组建选举联盟，由于在民族主义界定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该党在1992年发生分裂。1997年，巴赫切利继任党主席，实现了民族行动党的转型，将其转变为一个温和政党，倡导与国家保持一致。“二二八进程”后，民族行动党开始关注腐败问题和恐怖主义，不再卷入意识形态上的冲突。2000年，民族行动党开始倡导民主与人权，在2002年的大选中遭遇正义与发展党和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国内的第二大反对党。

4.人民民主党（HDP）

人民民主党成立于2012年10月15日，是土耳其政坛中的新生力量，成员主要来自左翼团体、女权团体、工会和少数民族团体。该党追求性别平等和民族平等，意识形态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反民族主义，要求实行直接民主制，呼吁给予少数民族同等的权利与地位，可归入极左阵营，在大国民议会中拥有27个席位，现任主席是塞拉哈丁·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ş）。

在2014年地方选举之后，人民民主党、和平与民主党（Barışve Demokrasi Partisi）联合重组，4月28日，和平与民主党全体并入人民民主党。在10月7日由“伊斯兰国”引发的库尔德地区的武装暴乱中，人民民主党再次呼吁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

土耳其主要政党的名称及缩写参见表3-4。

表3-4 土耳其主要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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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团体

（一）努尔库教团（Nurcus）

努尔库教团是土耳其苏非教团中传播最广且最具组织性的教团，是纳克什班迪教团的重要分支，诞生于20世纪中期。该教团将土耳其人民划分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两个种族集团，因为其有着众多的追随者，所以努尔库教团成为各政党争相拉拢的对象。

努尔库教团的政治立场相对温和，先后支持过民主党、正义党、民族秩序党和正确道路党。

（二）居伦运动

居伦运动是努尔库教团运动分裂时产生的一个分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1980年军事政变后开始走进土耳其的公共领域，并逐渐蔓延到中东、中亚、巴尔干地区、欧洲、东南亚、美国等地区和国家，发展成一场国际运动。

居伦运动涉及的第一个公共领域是教育领域，这也是迄今为止居伦运动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其办学思想是倡导现代科学知识与传统伦理道德知识的结合。居伦运动的第一批私立预科制学校建立于厄扎尔执政时期，随后扩展到土耳其全境并蔓延到其他国家，截至1999年，居伦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共拥有300多所私立预科中学和7所大学。土耳其学生在这些预科制学校中，一方面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另一方面接受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教育，逐渐成长为土耳其的“黄金一代”。这些“黄金一代”从学校毕业后，成为居伦运动的忠实追随者，他们分布于土耳其经济、政治、司法等各个领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在土耳其的金融、警察、司法和行政等系统中盘根错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

除了教育领域，居伦运动在土耳其的传媒领域也有很大建树，掌握着土耳其第二大传媒渠道。除了众人熟知的《时代报》（Zaman
 ）和《今日时代报》（Today’s Zaman
 ），还有萨马伊鲁电视台（Samanyolu）、沙贝尔电视台（Shaber）、艾博鲁电视台（Ebru）、尤穆贾克电视台（Yumurcak）等6个电视台，以及布彻新闻出版集团（Burç Group）、乌希克出版公司（Isik Publishing）、吉汉国际通讯社（Cihan News Agency）等。

在土耳其，居伦运动与正义与发展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除了正义与发展党和军方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在面临共同的敌人——军方的时候，居伦运动和正义与发展党结成紧密的联盟。在埃尔多安执政之初，居伦运动给予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极大的支持，作为回报，地位逐渐稳固的正义与发展党则给予居伦运动政治上的庇护。但是，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随着2010年军事审判的落幕而逐渐走到尽头。当双方的共同敌人几乎丧失政治影响力的时候，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矗立在土耳其政治的顶峰，但是居伦运动经营多年的“国中之国”让正义与发展党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芒刺在背的危机。

一方面为了脱掉伊斯兰政党的帽子，另一方面借机铲除居伦运动的势力，消灭“国中之国”，埃尔多安在2011年大选获胜后开始大肆清除党内的居伦主义者，其中就包括已经退役的足球明星哈坎·苏克（Hakan Şükür）。双方最终于2012年2月正式决裂。2013年，土耳其政府公布取消私人预科制学校的计划，严重损害了居伦运动的利益，一个月后，正义与发展党的贪腐丑闻便被媒体曝光。事情如此巧合，很多舆论便将贪腐丑闻与居伦运动的报复联系在一起。舆论的普遍看法是，居伦运动从正面攻击正义与发展党，表明该党的一根长期支柱正在倾塌。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调转斗争矛头，于2014年6月将所谓“第五次军事政变”的涉嫌人员悉数释放，意图拉拢军方，共同抵抗来自居伦运动的威胁，但军方一直未曾表态。

（三）独立工商业联合会（MÜSİAD）

独立工商业联合会是土耳其新商业精英的领导组织，这些新商业精英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狮”（Anadolu Aslanlari），与传统的西方化商业精英区别明显，其政治倾向明显偏于伊斯兰教。

1990年5月5日，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在伊斯坦布尔宣布成立，第一任主席是艾罗勒·穆罕默德·亚拉（Erol Mehmet Yarar），现任主席是奈勒·奥尔帕克（Nail Olpak）。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在其组织框架内于2002年成立了由众多年轻企业家组成的“新独立工商业联合会”（Genç MÜSİAD），最大限度地帮助年轻人实现创业的梦想。

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希望通过建立“伊斯兰经济制度”，逐渐完善土耳其的人权和法制，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提高人民的福祉和幸福感，最终使土耳其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作为土耳其势力庞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建立了一个“发展—对话—协同—联盟”四位一体的发展平台，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独立工商业联合会的成员广泛活跃于土耳其的各个经济领域，年纳税总额约29.7亿美元，时刻挑战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TÜSİAD）的地位。

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之政治上的伊斯兰倾向，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广泛支持伊斯兰政党和伊斯兰主义运动，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大力支持者和推动者。




 [1]
 本书按照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颁行的三部宪法（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1982年宪法）将其划分为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均是在军人政变后诞生的。


 [2]
 1971年政变是军方以武力迫使政府倒台，之后，军方成立了一个超党派政府接管国家政权。


 [3]
 军队和司法机关除外。


 [4]
 其中改动比较大的分别是1987年、1993年、1995年、1999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宪法修正案。


 [5]
 2008年3月，土耳其上诉法院总检察官耶尔钦卡亚因头巾禁令向宪法法院提出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申请，指出该党存在违宪行为。2008年7月30日，在宪法法院的裁决中，11名法官中的6名支持取缔正义与发展党，但是未到勉强多数的7名，正义与发展党避免了被取缔的命运。


 [6]
 1982年宪法的法定投票年龄是21岁，1987年将法定投票年龄降至20岁，2001年再次调低至18岁。


 [7]
 废除部分封建头衔，取缔圣墓守护管理处等。


 [8]
 废除宗教仪式的婚姻典礼，婚礼现场应有相关部门官员等。


 [9]
 贝伊原是对封建长官的称谓，意为“老爷”“先生”“长官”等；1934年改革之后，贝伊改为巴依（Bay），是对男子的敬称，意为“先生”。


 [10]
 这24处分别是原宪法第10、20、23、41、51、53、54、74、84、94、125、128、129、144、145、146、147、148、149、156、157、159、166条和临时条款第15条。数据来源于2010年7月7日土耳其总理办公室欧盟事务司拟定的第5982号法令暨“宪法修正案决定”。


 [11]
 1982年宪法临时条款第十五条：自1980年9月12日到第一次大选选出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组成议会主席团期间，依照第二三五六号法令建立并以土耳其民族的名义行使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该委员会领导期间建立的历届政府，以及依照第二四八五号关于制宪议会的法令行使职权的协商议会，不得因它们的各种决定和措施被要求在刑事、财政或法律上承担责任，也不得出于这一目的而在任何司法机关受到起诉。


 [12]
 第144条、第146条、第147条、第148条、第149条和第159条。


 [13]
 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土耳其第9任总统，第19～23届内阁首脑，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理，因逮捕新闻记者、操纵地方选举而被检察总长公诉，被军方逮捕后于1961年9月17日处以绞刑。


 [14]
 洪德法是一种比例代表制下取最高均数的选举方法，其基本规则是，将每一个参选政党所取得的票数从1开始一直除到议席总数，然后将结果按照该政党的名单排名予以分配，最后比较各政党候选人所获得的票数，高者获胜。


 [15]
 新财年即每年的1月1日。


 [16]
 联名书面提议一般需15名或15名以上的议员，在不违反宪法、法律和议事章程的情况下共同提出。


 [17]
 马尔马拉地区包括11个省，分别是巴勒克埃西尔省、比莱吉克省、布尔萨省、恰纳卡莱省、埃迪尔内省、伊斯坦布尔省、克尔克拉雷利省、科贾埃利省、萨卡利亚省、泰基尔达省和亚洛瓦省。


 [18]
 爱琴海地区包括8个省，分别是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省、艾登省、代尼兹利省、伊兹密尔省、屈塔希亚省、马尼萨省、穆拉省和乌沙克省。


 [19]
 地中海地区包括8个省，分别是阿达纳省、安塔利亚省、布尔杜尔省、哈塔伊省、伊斯帕尔塔省、卡赫拉曼马拉什省、梅尔辛省和奥斯曼尼耶省。


 [20]
 黑海地区共18个省，分别是阿马西亚省、阿尔特温省、巴伊布尔特省、乔鲁姆省、吉雷松省、居米什哈内省、奥尔杜省、里泽省、萨姆松省、锡诺普省、托卡特省、特拉布宗省、巴尔滕省、博卢省、迪兹杰省、卡拉比克省、卡斯塔莫努省和宗古尔达克省。


 [21]
 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共13个省，分别是阿克萨莱省、安卡拉省、昌克勒省、埃斯基谢希尔省、卡拉曼省、开塞利省、克勒克卡莱省、克尔谢希尔省、科尼亚省、内夫谢希尔省、尼代省、锡瓦斯省和约兹加特省。


 [22]
 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包含14个省，分别是阿勒省、阿尔达汗省、宾格尔省、比特利斯省、埃拉泽省、埃尔津詹省、埃尔祖鲁姆省、哈卡里省、厄德尔省、卡尔斯省、马拉蒂亚省、穆什省、通杰利省和凡城省。


 [23]
 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共有9个省，分别是阿德亚曼省、巴特曼省、迪亚巴克尔省、加济安泰普省、基利斯省、马尔丁省、尚勒乌尔法省、锡尔特省和舍尔纳克省。


 [24]
 诗歌大意是：清真寺是我们的营房，神圣的拱顶是我们的头盔，矗立的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穆斯林则是我们伟大的战士。


 [25]
 如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总理则在决定生效的五日内从议会的无党派议员或议会外的无党派人士中任命司法部、内政部和交通部的部长。


 [26]
 伊斯坦布尔男子高中是土耳其最古老的国际学校之一，学生来自于土耳其公立高中里的拔尖学生。


 [27]
 1933年8月10日，国防部出台第14819号法令以完善最高防务会议。


 [28]
 此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仍叫“最高防务会议”，从1949年持续至1962年，由总统、总理、最高防务委员会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土建部部长、经济部部长、商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和国资部部长组成。


 [29]
 1962年改组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总理、最高防务委员会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劳动部部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员组成。


 [30]
 第118条：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由总统担任主席。根据议程的特点，有关部长和其他有关人士可以应邀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并发表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把对确立、制定和执行国家安全政策的决定和进行必要协调的意见通知内阁。内阁应优先考虑委员会就捍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维护国家的完整和不可分割性，确保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所做的决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由总统在考虑总理和总参谋长的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当总统不能出席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理负责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的组织和任务由法律规定。


 [31]
 Ülke原意是国家，为了符合中文习惯，翻译成中央。


 [32]
 土耳其“省”的概念与中国不同，土耳其的“省”大约与中国的“市”概念相同。一般来说，土耳其民间鲜有用“省”的概念，而是直呼其为市（Şehir）。


 [33]
 1939年，土耳其全国共划分为63个省，1957年省的数量上升至67个，1989年上升至71个，2011年土耳其最终将省的数量确定为81个。


 [34]
 当然委员指具备专业能力或部门主管人员经上级或委员会批准不参加选举而直接当选委员会成员的人，或者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可以不经过选举或批准而产生的委员会成员。


 [35]
 直译作“大都市市辖县”，按照其地理位置和治理人口的规模，加之土耳其省、县、乡、村的四级行政区划，此处暂译作“县级市”。


 [36]
 制度地域即地方政府组织的管理范围。


 [37]
 这30个大都市分别为：阿达纳、安卡拉、安塔利亚、艾登、巴勒克埃西尔、布尔萨、代尼兹利、迪亚巴克尔、埃尔祖鲁姆、埃斯基谢希尔、加济安泰普、哈塔伊（安塔基亚）、梅尔辛、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开塞利、科贾埃利（伊兹米特）、科尼亚、马拉蒂亚、马尼萨、卡赫拉曼马拉什、马尔丁、穆拉、奥尔杜、萨卡利亚（阿达帕扎勒）、萨姆松、泰基尔达、特拉布宗、尚勒乌尔法和凡城。


 [38]
 比例代表制，即根据参加竞选的各政党候选人所得的选票，按比例分配议席的一种当选制度，政党所得议席与其所得的票数成正比。


 [39]
 多数代表制，即候选人只需在一个选区内获得多数选票便可以当选的制度，其表现形式有一轮多数代表制、两轮多数代表制和多轮多数代表制。


 [40]
 1996年11月3日，在土耳其小城苏苏尔卢克发生一起三死一伤的交通事故。经查，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副局长侯赛因·柯贾达（Huseyin Kocadağ）、恐怖组织“灰狼”前领导人阿卜杜勒·查特莱（Abdullah Çatlı）及其女友贡贾·乌苏（Gonca Us）在这场车祸中丧生，民族党议员塞达特·布贾克（Sedat Bucak）受重伤。事件披露后，土耳其国内舆论纷纷指责政府与恐怖组织相互勾结，迫使当时的内政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勒（Mehmet Ağar）引咎辞职。


 [41]
 穆罕默德·巴莱苏是库尔德人，以抨击军方而闻名于土耳其新闻界，1997～2000年供职于《行动报》（Aksiyon
 ），后转投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塔拉夫报》，曾于2009年获土耳其记者最高荣誉之一的“赛达特奖”，此外，他还报道过“埃尔盖内孔”案中的“围猎行动”，受到军方的威胁。


 [42]
 “人民之家”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镇，“人民园地”多出现在小城镇和农村。这两大组织在1940年的活动达到顶峰，拥有约13万名会员，成为影响城市与农村群众观念的主要工具。以色列学者雅各布·莫·兰道称，“人民之家”的前身是经改造后的泛突厥主义组织“突厥之心”。


 [43]
 “独立议员团”是一个由35名共和人民党党员组成的，具有反对党性质的党团组织，该组织与执政党地位平等。


 [44]
 由于民主党成立后，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共和人民党的预料，国内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集中在民主党周围，因此，为了实现连续执政，不给民主党以准备大选的机会，共和人民党在未与民主党协商的情况下将原定于1947年举行的大选提前至1946年。


 [45]
 1960年5月27日～1961年11月20日、1980年9月20日～1983年12月13日由军政府执政；1965年2月20日～1965年10月27日、1971年3月26日～1972年4月17日、1973年4月15日～1974年1月25日、1974年11月17日～1975年3月31日由超党派人士执政。


 [46]
 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正义党的前身是被取缔的民主党。


 [47]
 伊斯麦特·伊诺努之子。


 [48]
 奇莱尔是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总理，隶属正确道路党。


 [49]
 共和人民党的党旗基色为红色，内含六支白色箭矢，分别代表凯末尔主义中的共和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概况

自2003年埃尔多安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加快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私有化进程，通过出售大量效率低下且亏损的国有企业来缓解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土耳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此外，通过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取消绝大部分政府禁令以吸引外资等一系列措施，土耳其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如今，土耳其在全球享有“新钻国家”和“薄荷国家”的美誉，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土耳其的竞争力在全球144个经济体中排第44位，落后中国15位。在历史上，土耳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创始会员国，1996年成为欧洲关税同盟的一员，1999年加入二十国集团（G20）。

2013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人均GDP达10945.9美元，居世界第62位；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达10950美元，与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仅相差1666美元。2013年土耳其的出口总额为1518.03亿美元，同比减少0.4%；进口总额为2516.61亿美元，同比增长6.4%，贸易逆差再创历史新高，为99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由于土耳其经济在2013年的表现，加之腐败案、伽齐公园示威等事件所引发的国内政局动荡，以及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等诸多原因，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WB）纷纷下调土耳其的经济增长预期。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体之一。

一 经济制度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制度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


国家主义经济时期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的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大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农业、工业产品均不能自给。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集中有限力量优先发展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积累外汇，再通过赎买方式逐步将工矿企业收归国有。所以，1923～1949年是土耳其国家主义经济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土耳其学习苏联发展经济的方式，制订了两个“五年计划”，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依靠国家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来促进经济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时期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解体，建立在国家专权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新执政的民主党政府鼓吹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方针，逐渐摈弃了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最大限度地削弱国家行政权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在民主党执政后期，自由主义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混乱。随着政治暴力的泛滥和军方的介入，自由主义经济宣告破产。


混合所有制经济时期
 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土耳其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的混乱局面，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土耳其重新重视国家行政干预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鼓励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公平竞争，肯定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发展国家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内阁更换频繁，导致既定的经济发展方针不能得到有力执行，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


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国际债务已经严重超出了其负担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思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共同掀起了一场私有化浪潮，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之路。在这一时期，被誉为“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依靠一个专业化的内阁全面发动了土耳其的私有化运动，对管理体制僵化、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得土耳其在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造中举步维艰。2001年，土耳其经济部部长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宣布实行“强大经济计划”。2003年埃尔多安上台执政，依靠强硬措施，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土耳其的经济进入了历史性的发展时期。

二 经济特点

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土耳其结合自身经济环境、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呈现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经济腹地广阔，是欧亚两洲人员、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中心。从地理位置来看，土耳其位于亚洲与欧洲的耦合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高加索地区，北临黑海，南抵地中海，陆地边境线长2648公里，海岸线长达7200公里。土耳其宛如一座架设在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土耳其的商品往北、往西可直抵欧洲市场，往南、往东可直达西亚和东亚。此外，中东、里海地区和俄罗斯输送到欧洲的油气资源，其管线布置也必须要经过土耳其。自1996年土耳其加入欧洲关税同盟之后，其工业品可以在欧盟成员国与土耳其之间自由流动，没有任何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在土耳其投资设厂，土耳其逐渐成为东西方交易的商品集散中心。

第二，外向型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土耳其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失败之后，由厄扎尔确立了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不仅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还包括吸引大量外资。土耳其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基本上与外资注入量成正比。2013年，土耳其共吸引外来直接投资（FDI）128.68亿美元，同比下降2.7%，出口额为1518.0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0.4%（见表4-1）。

表4-1 2004～2013年土耳其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FDI）与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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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盘私有化驱动“改革红利”。1986～2003年，土耳其的私有化收入只有80亿美元。埃尔多安执政后，2003～2012年，土耳其在9年间的私有化总收入迅速攀升至535亿美元，人均GDP由4595.29美元猛增至10660.73美元，其中2004～2010年的私有化收入为428亿美元。急速扩大的私有化收入使土耳其的GDP每年平均以4.9%的速度增长，2008～2009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大量外资抽逃，土耳其的经济因此遭受巨大打击，2008年的GDP增长率仅有0.66%，2009年的增长率为-4.83%。2010年全球经济回暖，土耳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大量融资，GDP以9.16%的增长率高姿态震惊世界。

第四，财政赤字和外债居高不下。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与外资的注入密切相关，而大量外资的抽逃极易造成土耳其财政赤字和外债的不断扩大。2011年，土耳其的财政赤字为98亿美元，而到了2012年，土耳其的财政赤字扩大到162亿美元。外债一直是影响土耳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11年，土耳其的外债总额约为3054.81亿美元，2012年上升到3374.92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40%。

以上四个特点相互交织，构成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即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三 发展障碍

尽管土耳其政府（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制定了“2023年远景规划”这样的宏伟目标，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审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轨迹，加之近年来营商环境不佳
 
[1]

 ，土耳其未来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变数，要完成“2023年远景规划”，土耳其将面临诸多障碍。

第一，在土耳其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约占GDP总额的8%，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渔业等发展缓慢且对经济的贡献较小；第二产业约占GDP总额的30%，以汽车、纺织、食品加工、钢铁等行业为主，工业体系不健全；第三产业约占GDP比重的62%，主要以金融、通信和旅游业为主。

从表面上看来，土耳其的经济结构趋近于发达国家。但是，这种经济结构并不是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前提，而是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私有化”作为前提的。通过“私有化”，大量国营企业被改造成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大量的外资企业使土耳其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失去了完善工业体系建设的前提。虽然2001年启动了“强大经济计划”，但是并未使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虽然经济总量持续增大，但民众的实际财富并未增加，国富民穷的状况进一步凸显。土耳其大约有40%的人口月收入低于417美元，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大约有60%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此外，大量外资控制了土耳其的各经济部门，使土耳其逐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逐渐依附欧美，走向“赖纳特效应”
 
[2]

 的陷阱，与建国之初凯末尔所倡导的“与外资划清界限”已经愈行愈远。

此外，土耳其大力发展以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但在没有发达工业的支撑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大打折扣。虽然第一产业蓬勃发展，但这是以政府的高投入作为前提，政府一旦缩减对农业的投入，土耳其农业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片面追求私有化，不注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忽视经济体制对社会就业的支撑率使土耳其的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2014年土耳其的失业率高达15%，非农失业率为11.1%，
 
[3]

 青年失业率约为22%。面对高失业率，土耳其政府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单纯依靠信贷消费和房地产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最终导致失业率越来越高，财政赤字越来越大。总的来说，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依靠高效的产业结构实现的，其目前正逐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4]



第二，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外资的注入，而大量外资的涌进和抽逃都成为土耳其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如土耳其2001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资的大量抽逃所致，土耳其不得不放弃浮动汇率制并依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才勉强渡过难关。此外，过多投机外资的流入和国内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导致了土耳其经济的输入型通胀。土耳其国内通胀水平受汇率变化影响明显，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

第三，近年来，土耳其政治局势的变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2013年土耳其高层腐败案频发，民众游行示威活动从6月开始逐渐蔓延全国，造成土耳其经济总体滑坡。加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外交上实行“战略深度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处处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未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存在很多变数。

第二节 简史

一 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萌芽与发展（1923～1949）

（一）共和国建立初期（1923～1929）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之后的土耳其，人口由原先的2097.3万人
 
[5]

 降至1200万人
 
[6]

 ，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一战前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大多数掌握在外国资本家和少数民族资本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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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民族资本大多集中在商业、房地产等领域，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使土耳其的关税在5年之内不能自主，土耳其的对外贸易遭受到巨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新政府决定首先恢复农业，在粮食自给后依靠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换取外汇，逐步赎买外国资本家手中的铁路、矿山、交通、电信、能源企业。此外，新政府还制定了驱逐少数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将他们手中的企业一律收归国有。到了1924年，土耳其境内的外国公司仅剩87家，其中英国和法国各23家，意大利11家，德国8家，美国7家，为土耳其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安定的环境。

为了迅速恢复民族经济，土耳其一方面大胆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保护、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在引进外资方面，土耳其将重要商品或战略物资的垄断权，部分或全部出售给外国公司经营。1923年4月，土耳其政府与美国签订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外商投资协定——《柴斯特让与权协定》，通过这个协定，美国在土耳其享有99年的铁路修筑权、港口建设权和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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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土耳其通过立法保护外商在土耳其的私有财产；同年3月颁布《农村法》，准许向合资经营的外商出售土地，经内政部批准后外商可享有居住权。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1926年5月颁布的《土耳其商法》，规定不论外资企业还是本土企业，一律平等。1927年颁布的《鼓励工业法》将给予优惠待遇的范围扩大到外国公司。通过这些措施，法国获得了土耳其弹药和炸药的垄断权；美孚石油公司垄断了土耳其的石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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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法英合资银行奥斯曼银行获得了继续发行货币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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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6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决定，在自由贸易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政府为自贸区内的企业提供现代化设施及仓储设备，并且不征收关税，不执行限制性法律。1929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获得了进驻自贸区的特许权。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外商在土耳其的投资总体上呈上升态势，1926年为650万里拉；1927年为530万里拉；1928年上升到800万里拉；1929年增长了50%，为1200万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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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外资主要流向电力、煤炭、水泥、纺织、食品加工等生产性部门，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伊斯坦布尔的买办阶级在战争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土耳其的经济中心逐渐从伊斯坦布尔转移到了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的商人、地主和富农因向德国、奥地利输出农产品而逐渐积累了资本，建立起一批小型企业，逐渐瓦解了安纳托利亚的封建经济，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洛桑会议期间，大国民议会在伊兹密尔召开了一次经济会议，制定了1923～1928年的经济发展决议。在决议中，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与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措施。例如，对新建工业企业所进口的设备，一律免征进口税；减免工业品30%的铁路运费；允许本国企业将所生产的工业品，以高于外国同类商品10%的价格出售给国家；等等。同时，为了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土耳其政府于1925年创办了“土耳其工业与矿业银行”，同年整顿了国内的工商业联合会；1926年成立土耳其国家统计局；1927年创办了专营房地产的“土耳其房地产及抵押银行”等。

1928年，土耳其为了恢复国际信誉，获取更多的外资，财政部部长萨拉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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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英、法签订协定，开始偿还奥斯曼帝国时期所欠的高达8600万里拉的债务。但是，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土耳其的出口量锐减，外汇收入也随之急剧减少；同时，伊斯坦布尔的投机分子通过走私的方法从国外运回大量纺织品，加大了土耳其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国际债务、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之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土耳其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经济危机时期（1930～1933）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并很快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土耳其也未能幸免，而社会主义苏联此时正在执行1928年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号召向苏联学习，在经济领域推行“国家主义”，即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由此，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针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建国初期的发展私人经济转变为国家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在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开始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规定私营经济只是对国营经济的补充。

1931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凯末尔主义概括为六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其中的“国家主义”就是“经济由国家来控制”，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凯末尔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第一，制定工业五年发展规划。1932年5月，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访苏，并获得苏联8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用以支持土耳其的工业五年发展规划，土耳其只需在20年内以本国商品作为交换。在引进贷款的同时，土耳其还从苏联引进了专家与技术人员，用以培养本国急缺的技术工程骨干。

第二，规范市场活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确保对外贸易顺差。土耳其先后创办苏美尔工业银行和埃提矿业银行，通过资金手段控制矿产、商业、能源等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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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将专门负责农产品购销链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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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业银行中分离出来，并扩大其职权范围，与农业部共同核算农业成本，制定农产品价格。1930年，土耳其成立中央银行，褫夺奥斯曼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力。1929年、1930年连续颁布《外汇市场法》和《币值保护法》，取消外汇买卖，严禁外汇投机；严禁银行擅自流通外汇，银行外汇业务统一由中央银行监管。1932年通过票据交易新法案，对外贸加以控制。

第三，限制外国资本的活动范围，赎买外资企业，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土耳其建国初期，外国公司控制了土耳其87%的铁路以及95%的海洋外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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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土耳其的外资企业由于不能及时得到资金补充而逐渐衰败，成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势在必行。外资企业的国有化运动首先从铁路开始，随后是矿业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然后是公共事业公司、港口设施等。1928年，政府先后将安纳托利亚铁路、梅尔辛—塔尔苏斯—阿达纳铁路等5条铁路干线收归国有；1935年，又从英国手中赎回艾登铁路公司；1932年后，逐步将凯奇博尔卢硫黄矿、埃尔加尼铜矿、埃雷利矿产公司等收归国有；1933年开始将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等公共事业公司收归国有。

第四，构筑贸易壁垒，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发展内向型经济。1929年，土耳其获得了关税自主权，随之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关税法案。新关税法将税率平均提高40%，禁止或限制本国有能力制造的工业品进口，对本国尚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必需工业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同时，引导国内企业使用本国工业品替代需要进口的工业品，全面发展内向型经济。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土耳其是除苏联外，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中央指令方式着重发展工业的国家。但是，土耳其的国营经济与社会主义苏联有着本质的区别，土耳其的国营经济本质上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三）“一五”前后（1934～1939）

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34年1月9日正式批准“一五计划”，由苏美尔工业银行和埃提矿业银行共同负责，总投入为9亿里拉，“一五计划”于1937年完成。

此外，企业国有化改造运动较之前的两个时期显著加快。1933年5月20日，土耳其将伊斯坦布尔的法属自来水公司以130万法郎的价格收归国有；同年6月12日，伊兹密尔市政府以780万法郎的价格赎回法属伊兹密尔莱赫特姆电车公司。1934年5月31日，土耳其以1.62亿法郎的价格从法国手中收回伊兹密尔—阿菲尔、马尼萨—班德尔马两条铁路的所有权。1935年5月30日，土耳其以180万英镑赎回英属艾登铁路公司。1936年6月13日，土耳其以80万英镑将伊斯坦布尔英属电话公司收归国有。1937年3月31日，土耳其政府以350万里拉赎回埃雷利市的埃雷利公司
 
[16]

 ；同年4月26日，土耳其政府以2070万瑞士法郎收回东方铁路线的所有权。国有化改造运动同样波及了土耳其的民族工商业，1932年全国共有私人企业1472个，到了1941年，只剩下1050个。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土耳其经济在工业、农业、金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整个30年代，土耳其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0%，与同时期的苏联、德国和日本并列，工业总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14%（1927年）上升到0.23%，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四）二战前后（1940～194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个月，土耳其与英国、法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但在法国陷落后，土耳其担心纳粹德国的入侵，遂于1940年6月宣布中立。1941年德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后，土耳其又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贸易协定，承诺向德国出售用于制造合金的铬矿石。根据这一协定，土耳其共获得了德国约5100万美元的资金。

二战期间本应是土耳其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但是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土耳其不得不于1940年1月实行军事管制，并抽调大量劳动力屯兵边界，从而造成了各项经济指标的总体下滑。1940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36.84亿里拉，1945年下降为231.28亿里拉。除了战争因素，造成土耳其经济下滑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耳其政府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1938年，土耳其的货币发行量为1.94亿里拉，而1944年则发行了9.4亿里拉。土耳其政府忽视金本位制而滥发纸币的做法造成了土耳其国内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进口物资减少，物资缺乏，使国内一些生产部门陷入停顿。加之政府不能及时调控，形成了与滥发纸币结合的恶性循环，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第三，农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产品本是土耳其出口的重要产品，但“一五”时期忽视了农业发展，加之二战期间，政府从农村抽调了大量劳动力戍守边界，导致1945年的耕地面积较1939年下降了4.2%，农产品产量下降了29.3%。

1946年，土耳其逐步放宽经济管制，逐渐向自由经济制度过渡，并广泛争取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援助，经济发展才逐渐步入正轨。1947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鼓励法》，同时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并且成立了土耳其工业建设银行，开始了对全国经济的全面整顿。1950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940年，达385亿里拉。

总的来说，由于土耳其长期采取排斥和限制市场机制的国家主义经济体制，忽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工业建设上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同时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严重僵化了土耳其的经济体制，使土耳其在二战来临之时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这也标志着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衰亡。

二 自由化时期（1950～196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推动了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土耳其逐渐摒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开始走向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开放发展之路，这是土耳其建国以来首次经济改革的尝试。这次改革由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低息贷款，同时开放土耳其的关税和贸易。

1950年5月，奉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政府开始掌握国家政权，对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做出了巨大的调整，逐步减少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谋求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新出路。在民主党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中，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引进外资、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发展农业是重中之重。

为了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民主党政府在信贷以及税收方面重点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因此，土耳其的私营经济迎来了寒冬之后的春天，私营企业数量由1951年的660个迅速增加至1960年的5284个。但是，由于缺乏规划，盲目地发展，私营企业在地理分布上严重不平衡，多数企业集中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等地，偏远地区的企业数量趋近为零，这与建国初期共和人民党政府分散布局的做法背道而驰。

为了加快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工矿企业，但由于国内基础设施的缺乏、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私营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多局限性，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力量，从而在世界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民主党政府在吸取了建国以来27年的经济发展经验后认为，资金问题乃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所以，民主党政府在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的同时，更是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发战争财，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并制订了“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经济。在欧洲经济逐渐复苏之后，土耳其显然也想搭上这班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虽然土耳其政府曾在1950年与1951年制订了两项专门用于吸引外资的法令，但是由于对外资限制过多，所以效果并不明显。1954年1月，在美国的帮助下，土耳其制订了一直沿用至今的6224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外资在不享有特权及垄断地位的前提下，与土耳其国内资本公平竞争，享受同等待遇；外资在土耳其所获得的利润，既可以用于再投资，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等等。由于该法令对待外资的条件优厚，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吸引外资的法令。

1951～1961年，土耳其平均每年吸收外资2200万里拉，其中工业占85%～90%，第三产业占11%～15%，农业只占1%。外资的大量进入不仅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还给土耳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更解决了土耳其17.5万人的就业问题。但是，大量外资的涌入使土耳其的各项方针政策逐渐失去了独立性，同时也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进入50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党政府在经济上过度推崇自由化，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把握，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最终导致产品积压滞销、里拉大幅贬值、债务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失控。1952年土耳其的外债仅有7.75亿里拉，而到了1960年，外债总数增长了约6倍，高达50亿里拉。1951～1953年土耳其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1.9%，但是1954～1960年，土耳其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下降至7.7%，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抗议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政府逐渐放弃自由主义政策，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等地实行军事管制，导致民主化进程倒退。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政府，并于同年9月取缔了民主党。但是，军政府并未回归国家主义经济体制，依然重视私营经济的发展。1960年9月30日，军政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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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手制订新时期的五年计划，鼓励私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共同发展，从此，土耳其进入了混合经济发展时期。

三 混合经济的发展之路（1962～1989）

（一）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62～1979）

经过一年半的军人干政，1961年11月20日，军政府将国家权力和平移交给以伊诺努为首的联合政府手中。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土耳其从1963年起，开始实施三个“五年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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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1961年宪法规定，土耳其的经济体制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混合体。这也意味着私营经济不再是国营经济的补充，同时强调计划要与市场相结合，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要灵活多变。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于1963年，结束于1967年，计划总投入52.7亿里拉，实际投入71亿里拉。投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为全部总投资的30.9%，农业投资占全部总投资的17.7%。资金半数以上来源于国库，其余部分由私人企业自行筹措。196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7%。1963～1967年，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9%，是三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也是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一个阶段，为36%。“一五”结束之后，土耳其的经济体制正式演变为混合经济体制。

1968～1972年是土耳其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阶段。“二五”期间，土耳其继续增加对工业的财政投资，并且尝试在经济领域进行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对汽车工业、机械制造、金属冶炼、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垄断，开始向私人资本开放。到了1970年，土耳其的私人企业数量达到了17.5万个，是1960年的33倍，私人企业几乎垄断了橡胶工业、玻璃工业、羽绒皮革制造工业及科学仪器制造工业等。“二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工业保持9%的增长率，是该时期西亚地区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依靠五年计划的稳步推进，土耳其各行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西欧经济的不断复苏，土耳其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向西欧各国大量输出劳动力，因此，劳务输出成为这一阶段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每年向国外输出约100万名劳动力，劳务输出每年为土耳其创造的外汇收入约为9.87亿美元，1974年达到峰值，超过14亿美元，几乎与当年土耳其的商品出口总额相同。但是由于里拉贬值，导致国家对经济投资的萎缩，信贷矛盾尖锐，土耳其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重新回到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的轨道上来。

1973～1977年是土耳其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在“三五”计划中，政府对工业的投资达到新的高度，占总投资的45.4%，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11.7%。即便如此，土耳其的农业仍然获得了长足发展。1976年，土耳其从粮食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同塞浦路斯一同成为西亚地区仅有的粮食出口国，1977年农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为60%。土耳其实施三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根本目的是要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一场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土耳其的经济渐入绝境。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每桶石油的价格从3.01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土耳其作为一个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面对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上涨，每年因进口石油而流失大量外汇，1973年为2.27亿美元；1974年为7.63亿美元；1975年为8.11亿美元；1976年为11.26亿美元；1977年为14.8亿，约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84%；1979年上升到25亿美元，超过当年全部农产品出口的收入。对外贸易赤字从1973年的7.69亿美元，跃升至1975年的33.338亿美元；外债由1973年的135亿美元，上升至1977年的162亿美元，已经严重超出土耳其的正常偿还能力。巨大的贸易逆差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68%（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年下降，1976年为10.5%、1977年为3.4%、1978年为1.5%，从1979年开始进入负增长（-0.6%），1980年为-2.4%，经济环境急剧恶化。

尤值一提的是，1974年埃尔巴坎所领导的“民族观念运动”（Milli GoruşHareketi），对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经济转型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1980～1989）

土耳其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使土耳其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囿于国内市场而忽视国际市场的做法也给土耳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几度使土耳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自20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进行了经济领域的第三次改革尝试，最终在厄扎尔时期经济的发展面貌获得了全面转变。

1980年，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率超过107.2%，国民经济处于负增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1月24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经济稳定计划”，该计划意图转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土耳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全面发展私营经济，改善经济结构，并且最大限度地削弱国家的行政干预；改变长期以来刺激内需的做法，加快货币贬值速度，刺激出口，减少进口限制，促使土耳其经济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同时，撤销“价格控制委员会”，有选择地开放私营部门的产品价格。1980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土耳其进行经济援助的议案，从此，土耳其迈向了经济建设“外向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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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银行利息是20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经济稳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引入积极的浮动汇率制度，大幅上调银行年利率（1981年土耳其银行年利率达50%），土耳其的银行存款增长了2.5倍，银行所整合的“影子资本”占土耳其全部资本的40%，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1983年的通货膨胀率为30%，较1980年下降了77%。此外，土耳其重新调整了国际市场的方向，将市场重心从西方市场转移到东西方市场并重的方向上来。

土耳其1982年宪法在土耳其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里程碑式的作用。新宪法取消了“国家主义”的概念，肯定了“混合经济”的发展模式，规定国营企业的发展不能破坏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将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进程中来。

如果说1980～1983年的价格自由化改革是土耳其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那么1984～1989年就是土耳其市场经济的繁荣阶段。1983年厄扎尔接替军政府全面管理土耳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即国企私有化的阶段。1983～1984年，土耳其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允许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扩大私营企业的业务范围。国有公司发行“盈利股票”，并委托专业银行信贷机构（社会股份基金）进行管理，筹集水利设施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并逐步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1986年实行新的货币政策，通过控制中央银行的储备总额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期抑制通货膨胀。1987年，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拯救公司法”规定，凡是无能力偿还企业贷款的国有企业，银行自动成为该企业的股东，当银行持股超过15%，银行有权将超过部分的股票转卖第三方，实现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

1984～1987年，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投资比例分别占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58.3%、61.5%、59.6%和54.5%，明显优于私营企业。但是自1988年开始，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投资比例开始超过国营企业，1988年为52.5%，1989年为55.1%。至此，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命运不可逆转。

厄扎尔的私有化政策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大部分债权国同意延缓土耳其的债务偿还期限，并提供新贷款，成功解决了土耳其的债务问题。同时，东西方并重的经济发展策略也使土耳其赢得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认可，土耳其还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支持。来自西方及伊斯兰国家的大量外资极大地推进了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截至1984年，土耳其本土共有外资公司246个，这些外资公司都建立了独立的研发中心，改变了土耳其以往单纯引进技术、资金的模式，固定资产更新迅速。20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吸引的外资规模与十年前相比，增幅达12倍。1987年，土耳其企业已拥有电子计算机上百万台，紧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走上了科技兴国的发展之路。此外，土耳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1987年旅游业创汇17亿美元，旅游业逐渐成为土耳其重要的经济支柱。

随着放弃对“北约”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渐重视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土耳其逐渐加强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合作。1986年，土耳其积极参与“伊斯兰市场联盟”的创建，并以相对发达的工业优势打进伊斯兰国家的市场，成功转变了产品出口结构，工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迅速上升。1977年土耳其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仅占当年商品出口总额的33.4%，到了1986年这一指标已经达到74.4%，其中绝大部分出口到中东市场。土耳其东西方并重的经济发展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出口，还实现了土耳其与东西方贸易的平衡，摆脱了过分依赖西方市场的局面。在这一时期的土耳其出口国家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分别占49%、46%和5%；在进口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46%，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分别占45%和9%。1989年，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900美元，厄扎尔的经济措施使土耳其的经济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虽然在这一阶段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风险。第一，外债持续增长，1983年的外债为190.83亿美元，1987年增长至310亿美元，过重的外债负担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第二，失业队伍不断扩大，1988年土耳其的失业人数达310万人，失业率高达16.7%，与此同时，半失业人口的数量大致与失业人数持平，而根据土耳其立法，失业人员得不到任何政府补贴，极易引发社会动乱。第三，片面发展私有制经济，使发展多年的国有企业危机四伏，加之政府刻意压低产品中可变资本的比重，劳资关系紧张，阶级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加大。此外，土耳其未能降低通货膨胀率，截至1988年5月，通货膨胀率仍高达79%。用德米雷尔的话来说，1980～1989年土耳其的经济特征可以概括为成功的对外关系调整与国内经济宏观失衡的明显对立。

四 全面私有化时期（1990～2013）

（一）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阶段（1990～2000）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土耳其对80年代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时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完成时期，自1989年以后，外资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土耳其在这一时期推行“新自由主义”，将长久以来固化的内向型经济进一步推向“自由化”“外向化”“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针中，土耳其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通货膨胀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强调要建立一个自由定价、由市场确定资金投放的制度。自1990年起，私营企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受益者。1990～1995年，投资于私营企业的固定资本分别占社会总资本的69.2%、68.1%、67.7%、71.5%、79.7%和82.1%，国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传统地位也逐渐被私营企业取代，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交易额已不足25%。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以纺织与服装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外汇收入占全国外汇收入的37.7%，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钢铁、水泥、汽车、家电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土耳其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95年土耳其的出口总额中，工业品所占的比例就由1981年的52.8%猛增至87.5%。

土耳其的通货膨胀问题一直与结构调整相伴相生。1990～1993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0.3%、66.0%、70.1%和66.1%，1994年猛增至106.3%，仅次于1980年的107.2%，远远高于1990～1991年经济危机时的通货膨胀率（见表4-2）。

表4-2 1991～2000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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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届政府在选举时都曾许诺要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正确道路党领袖德米雷尔更是承诺在500天之内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从表4-2反映的数据来看，德米雷尔的说辞更像是为竞选总统争取选票。虽然导致高通货膨胀率有诸如逃税、海湾战争、高估币值等之类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有很多政治因素。如1995年大选期间，执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而加大社会保障开支，使1995年的社保财政赤字为16亿美元，此外还提高了各种农业补贴，给土耳其的财政带来很大压力，间接刺激了通货膨胀率。总的来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还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引起的经济总量失衡，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已超出了土耳其的承受范围。

在“外向化”方面，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东西方并重的经济策略此时更加成熟，截至2000年，土耳其出口总额达到277.75亿美元。但是，由于土耳其的出口产品中技术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加之实行了进口自由化政策，导致平衡收支问题的凸显。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土耳其一方面吸引外资，另一方面举借外债。1995年，土耳其通过了《外资框架法令》和《关于外资法令的公报》；1996年1月1日，土耳其正式加入欧洲关税同盟。1990～2000年，土耳其实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80.15亿美元（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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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2000年最多，为9.82亿美元，1998年次之，为9.4亿美元。而外债方面，债务总额持续增多，仅1993年一年就增加了117.64亿美元，达到673.56亿美元。截至1995年，土耳其外债总额为732.78亿美元。1994年，国际银行下调土耳其的信誉等级。

在“私有化”方面，国营企业连年亏损，导致土耳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1994年，土耳其36.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中有24.7亿美元是国营企业亏损造成的。于是，土耳其于1994年11月通过了全面私有化的法令，规定1995年私有化的经济收入要达到50亿美元，但实际上只完成了6.7亿美元，与目标差距甚大，国营企业私有化之路缓慢而且成效有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国营企业在制糖业（甜菜）中仍占有90%的比重，在棉纺织业中占30%，化工、塑料等工业部门仍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

总的来说，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土耳其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见表4-3）。1999年，土耳其成为欧盟会员国的候选国。2000年，土耳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190美元，正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的一员。

表4-3 土耳其1991～2000年GDP、人均GDP、GNI、人均GNI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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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世纪的新成就（2001～2013）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土耳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经济改革尝试中获得了成功。在“经济设计师”厄扎尔的带领下，土耳其人民走出了经济崩溃的边缘，通过德米雷尔和塞泽尔两届政府的努力，土耳其于2000年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即使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到来，2000年土耳其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6.8%。

随着战后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
 
[21]

 影响的逐渐加深，土耳其2001年的GDP增长率为-5.7%，人均国民总收入也降至3470美元，重新退回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德尔维什临危受命，就任土耳其经济部部长，2001年5月，德尔维什宣布实行“强大经济计划”，改革银行体系，使中央银行获得独立地位，成立银监会，规范银行活动；改革汇率制度，推行浮动汇率制；整顿财政纪律，抑制通货膨胀，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限制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避免重蹈金融危机的覆辙。此外，土耳其在15天内连续通过财政预算法、债务法、投标法、社会保障法等15个相关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经济运行的制度保障，为埃尔多安时期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3月14日，埃尔多安就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理，在财政部部长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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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经济部部长凯末尔·乌纳基坦（Kemal Unakitan）的帮助下，埃尔多安明显加快了私有化的速度，于2003年5月18日全面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涉及工业、能源、银行、交通、烟草、住房、卫生、教育等各个领域，几乎囊括所有的国有资产。截至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93家国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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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个研究所、8条收费高速公路、6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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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座跨海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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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524家不动产完成私有化改造。从1986年启动私有化进程到2011年，土耳其国有资产私有化总额为431亿美元，共获得收益324亿美元。2013年前5个月，土耳其通过实行股份制和资产出售等方式共获益14.62亿美元，此外还有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的47个大型项目正在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截至2014年，土耳其国有资本已经完全从餐饮业、乳制品生产、水泥、石油销售、畜牧饲料等行业中消失；纺织、钢铁、肉制品加工、旅游、海运等行业中，国有资本占有率已不足50%；电力、通信、银行、运输、制盐、烟草等公共基础性产业也均被私有化。

除了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埃尔多安还加大了对贪腐现象和官商勾结现象的打击力度。乌赞集团（Uzan Group）是土耳其国内的一个大型家族企业，经营涉及广播电视、银行、报纸、出版等领域，成立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信号覆盖全国的私人电视台（Star TV）。其创始人贾姆·乌赞（Cem Uzan）同时是青年党（Genç Parti）的成员，并且在政府部门供职。2003年，乌赞被指控犯有贪污罪、渎职罪和非法经营罪等，土耳其政府依法没收了乌赞集团旗下的塞斯公司（ÇEAŞ）和卡佩兹（Kepez）公司，并且冻结了该集团旗下219家公司高达57亿美金的资产。埃尔多安此举不仅规范了市场经营活动，还为其他企业经营者敲响了警钟。埃尔多安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土耳其2003年的通货膨胀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为25.3%（见表4-4）。长期以来困扰土耳其的高通货膨胀率，在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表4-4 2003～2013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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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所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战略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对国营企业的改造使土耳其吸收外资的规模空前扩大。2011年，土耳其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61.71亿美元，其中36.49%流向银行业，25.97%流向能源行业。大量外资的涌进使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2011年土耳其的外贸收入占GDP的50%，外贸赤字达1059亿美元，外债总额高达3066亿美元。

总体来说，土耳其近年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比较乐观，也平安度过了2007～2009年经济危机。2001～2013年，土耳其在2004年的GDP增长率最高，为9.36%；2013年GDP总量达8202.07亿美元；人均GDP也在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0945.92美元（见表4-5）。

表4-5 2001～2013年土耳其GDP增长情况

[image: ]


虽然200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土耳其在世界上仍然保持了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的注入，所以在全球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土耳其自2012年开始逐渐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据世界银行预计，2015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5%，高于3.4%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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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多安政府对土耳其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并制订了“2023年远景规划”，希望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美元，人均收入达到25000美元，年出口额增加5000万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创造3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将失业率降至5%，最终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第三节 农林牧渔业

农业是土耳其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土耳其农副产品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求。2013年，土耳其农业的增长率为3.12%，农业总产值约609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3%，占全球农业份额的2.04%。在土耳其政府的政策倾斜下，土耳其已经成为世界第八大农业国、全球第五大水果和蔬菜生产国，每年出口约20亿美元的鲜果蔬菜。土耳其林业和渔业发展相对缓慢，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畜牧业以小型农场的粗放经营为主，地域发展不平衡，畜牧产品尤其是肉类产品供应紧张。总的来看，土耳其农林牧渔业比例失调，种植业占比例过大，林业、渔业和畜牧业所占比例较小且发展缓慢。

一 农业

土耳其是西亚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伊斯兰国家，农业基础良好，粮、棉、蔬菜、水果等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农业在土耳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土耳其社会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

（一）概况

土耳其的国土面积为78.36万平方公里，其中38.247万平方公里是农业用地，21.056万平方公里是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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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的地势东高西低，耕作土壤大多数属于中性土质，其中壤土、黏壤土、黏土和沙土的比例分别为50.49%、41.44%、4.74%和3.27%，农业就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4.7%。土耳其的农产品十分丰富，包括小麦、大麦、玉米、豆类、水果、蔬菜和烟草等。面对国际食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位于“欧亚十字路口”上的土耳其借助其地理区位优势将国际市场作为其农业政策的重点，加之土耳其早在1996年就加入了欧洲关税同盟，土耳其农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2002～2012年土耳其农产品出口额见表4-6。

表4-6 2002～2012年土耳其农产品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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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建立了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1927年，土耳其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的农民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虽然农业人口众多，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工业基础薄弱以及缺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土耳其的农业生产活动水平低下，人民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对土耳其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

1.经济恢复时期（1923～192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土耳其的农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耳其耕地面积下降了53%，全国90%以上的农民没有农业工具或仍在使用最为原始的木犁从事农业生产，耕畜减少了57.78%，广大的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为了恢复农业，土耳其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

从1924年开始，土耳其政府大幅降低农产品的运费。1924年2月24日，土耳其农业银行开始为有居委会担保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民在银行的贷款可以通过农产品来抵偿。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农村贷款需求，土耳其政府于1929年建立了以农业银行为首的农业信贷合作社体系，到了20年代初，土耳其共有582个农业信贷合作社。

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在全国开展农业知识教育并推广改良种子和耕种方法。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1924年兵役法规定，新入伍的农村士兵必须接受农机训练，以便复员后从事农业生产，扩大农业机械化的劳动队伍。

1924年3月18日，政府颁布乡村法，旨在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发展当地手工业；1925年2月17日，废除什一税，改征0.6%的农产品交易税；1926年将土地私有制作为根本制度载入民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迁出后遗留的土地分配给境内无地的土耳其人。此外，对于购买进口拖拉机的农民，土耳其政府一律给予财政补贴。1927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农业机构改良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良种，并且对进口农业设备的机构给予免税待遇。

1928年通过“农村法”，对农村的行政管理进行整顿；在安卡拉创办农学院，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及兽医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消灭疟疾的斗争。1929年，土耳其获得关税自主权，为了防止西方廉价农产品对民族农业的打击，土耳其将进口税率提高到40%，同时对于进口国内急需的农耕设备和牲畜给予免税待遇，以解决国内牲畜不足的问题。

此外，农业部在全国各地设立农业实验站和林业实验场，辅助农业协会进行良种推广；在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选派留学生赴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农业科学及新技术，培养本国的农业专家；等等。

到1930年，土耳其的农业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战前，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也随着农耕技术的提高而迅速增长。在这一时期，农业总产量增长了58%，农业总产值增长113%，年均增长率为11.4%。

2.“国家主义”时期（1930～1950）

1930～1934年是土耳其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土耳其农产品虽然丰收，但价格跌落幅度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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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库存较多，而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农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1934年农产品的出口总额仅为0.92亿里拉，比1929年减少40.65%。为此，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利用关税限制农产品进口，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各地设立农产品收购站，以较高价格收购农产品，特别是对小麦的出售给予价格补贴，所有费用均由国库负担，并责成农业银行进行管理。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产品价格，土耳其于1932年将专门负责农产品购销链的机构从农业银行中分离出来，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扩大其业务范围，与农业部共同核算农业成本，制定农产品价格。同时，为了支持制糖业的发展，土耳其政府于1934年免除了甜菜种植业10年的土地税。

在遭受了相对短暂的经济危机打击之后，从1934年开始，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内外市场需求逐渐扩大，农业生产稳步回升。国际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渐增促使土耳其的出口额在1938年上升至1.45亿里拉，同时土耳其国内的人口增长和国内工业的发展也大大促使了土耳其农业的恢复。

1934～1938年，土耳其政府向全国范围内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配了约30万公顷的土地。1945年，大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法”，首次正式提出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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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1939年，土耳其农业的年均增长率为5.1%，但是由于受到二战的影响，土耳其农业在1940～1950年，年均增长率只有0.5%，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

二战期间，虽然土耳其保持中立，但仍然征发很多农村青壮年参军，致使农村劳动力匮乏，1945年的耕地面积较1939年下降了4.2%，农产品产量下降了29.3%。加之战时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农业减产。1949年，土耳其政府宣布再次减免农业税，土耳其农业生产才逐渐好转。

由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土耳其开始执行进口替代工业的内向发展政策，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工业上，从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业在土耳其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之前的43.2%下降到37.3%。但是，工业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1940年，土耳其的机耕面积仅有8万公顷，但到了1950年，飞涨至124.4万公顷，为土耳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3.自由主义时期（1951～1960）

在见识到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之后，民主党仍将工业化作为经济纲领。但是与共和人民党不同的是，民主党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民主党执政之后，在各项投资中并未忽视对农业的投资，反而加大了投资力度，农业也因此进入了建国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其中以1950～1954年的发展最为迅速，五年内产值增长了49%。民主党的梦想就是将土耳其建设成“中东的美国”，成为该地区最大的谷物出口国。

从1953年国家对经济部门的投资分配来看，农业所占比例为29.7%，仅次于交通信息的45.8%，远高于工矿业的10.8%和建设事业的13.7%。因此，1950～1955年，土耳其的耕地面积由1130万公顷增加到1600万公顷，土耳其农业产值在1960年达到268.4亿里拉，比1950年增长了69%。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42%下降至1960年的38.2%，但是所创造的产值逐年提升。从1955年开始，由于土耳其受到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开始逐渐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因此，1955～1959年，土耳其的农业增长率降为22.3%。

民主党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加大直接投资上，还体现在增加农业信贷上。1950年，土耳其的农业信贷额为8.1亿里拉，1960年提高到47.5亿里拉。资金的充足推动了信贷和销售合作社规模的迅速扩大。1950年，土耳其原有合作社约900个，1955年，合作社迅速扩大到1361个，社员由10万人增至79万人，资金由385万里拉猛增至近1亿里拉。

由于战后各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旺盛，土耳其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在加大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的流通率，才能使农产品获得经济价值，转而支持土耳其的国家建设。因此，民主党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土耳其的公路里程从1950年的2424公里猛增至1960年的42029公里。道路的畅通加快了土耳其农业品转变为经济价值的速度，间接推动了土耳其农业的快速发展。除了修建公路，民主党政府还兴建了塞伊汉河（Seyhan River）大坝，改善了阿达纳省的灌溉条件，使之成为土耳其棉花和玉米的重要产区。此外，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民主党政府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谷物的收购价格比1950年提高了近一倍。

民主党执政的10年中，土耳其的农业总产量增长了约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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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面积扩大了约60%。按照1948年不变价里拉计算，这一时期农业的总产值提高了62.7%，年平均增长率达6.2%。但是，民主党政府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和外资投入的方法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并没有根本改变农业生产环境，难以形成集约经营。因此，在遭遇国民经济失控的情况下，土耳其的农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仅“中东的美国”梦想没有实现，还从1954年大旱之后重新变成粮食进口国。

4.混合经济时期（1961～1989）

新自由主义经济破产之后，军政府及其继任的伊诺努政府重新将国民经济的发展纳入由国家控制的轨道，但与国家主义不同的是，此时的经济发展更强调市场的作用，大大削弱了国家的行政干预力度。因此，在这一时期，外资大量进入农业，农业在支持工业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出口，以此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这一时期土耳其农业的发展特点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促使农业的生产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刻意追求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新一五”期间（1963～1967），农业部门得到的投资占国民经济全部投资的17.7%，比民主党执政之初减少了约40%。此后，农业投资在“二五”期间（1968～1972）的比重降为15.2%，“三五”时期下降到12.4%，此后持续下降，到了1980年只有7.8%。虽然投资比例不断下降，但是随着土耳其国力的提升，农业获得投资的绝对额是不断增加的，农业的年均增长率却逐年下降，农民的失业率大幅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的小麦产量约为960万吨，1967年增至1000万吨，1968年为1520万吨，1969年跌至1050万吨，1970年则又退回1967年的水平；失业人口也由1967年的91万人增加至1972年的113万人。尽管60年代是土耳其农业发展的低迷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发展起来的灌溉事业，为70年代后土耳其农业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70年代，土耳其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71年为29.2%，1978年占26.2%。整个70年代，虽然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政治暴力泛滥，但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政府还是采取了重新重视农业生产的方针。通过实施土地改革法，土耳其限制了私人占有土地的面积，还分配一部分国有土地给农民，使之参加合作社，帮助农民改变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继续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大幅增加农业生产设备的生产和进口，减少对畜力的使用，提高农业生产力；满足农民对化肥的需求，提高国产化肥的品质；一改之前纯粹依赖国外良种的做法，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农作物产区，根据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的不同将引进的良种改育成新种，先在国营农场试种，然后推广至民间；大力发展国产农药事业，防治病虫害；加强对水浇地的管理，统计全国水浇地面积，大力发展水利。据统计，1980年，土耳其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由1973年的255亿里拉增加至2871亿里拉。

通过政府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土耳其的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巨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1976年，土耳其从粮食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同塞浦路斯一同成为西亚地区仅有的粮食出口国，农产品出口额在商品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也由1961年的81%下降到1977年的60%。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机耕面积已达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0%。1971～1978年，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2%，在西亚各国中居于前列，粮食作物除小麦丰产外，大麦、燕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也逐年增加，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1990～2013）

从1990年起，土耳其政府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没有太大变化，2006年新农业法的颁布，为土耳其农业的发展制订了四步走发展战略。

第一步是2006～2010年农业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土耳其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综合考量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资源利用等诸多因素的情况下，重新确定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步是2008～2012年五年发展计划。这一阶段的重心是加快农业部门的建设，推进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合作，把生产部门、销售渠道、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供销链。第三步是2013～2017年五年发展计划。这项计划侧重于食品安全、农村发展以及农业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具体有5大发展方向：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做好农牧业生产中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努力扩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的组织制度建设。第四步是“2023年远景规划”。预计到2023年，土耳其的农业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500亿美元，出口创汇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五大农业生产国之一。同时，灌溉面积要达到850万公顷（现为540万公顷），渔业要领先于欧盟所有成员国。

由于土耳其农业受气候的影响较大，雨养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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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存在，因此，土耳其在兴建水利设施的同时，还在全国81个省建立了集研究、监测、预警、灾害救援以及国际抗旱合作于一体的干旱救援中心。

为了有效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土耳其历时三十余年建成了土耳其最大的水利枢纽——GAP工程（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该工程覆盖区域包括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阿德亚曼、巴特曼、迪亚巴克尔、加济安泰普、基利斯、马尔丁、锡尔特、尚勒乌尔法和舍尔纳克9省，覆盖面积75358平方公里，影响人口约527万人，约占土耳其总面积的9.62%和总人口的6.87%。GAP的基本目标就是将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变为西亚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中心。该地区的耕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42.2%，在GAP工程施工前，有36%的耕地依赖自然降水，农业产量很不稳定。项目建成后，借助GAP工程的灌溉设施，17850平方公里的耕地将得到灌溉，灌溉面积将由2.9%上升到23.1%，完全依靠自然降水的耕地将由34.4%降至10.7%，小麦、棉花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将获得大幅度提升。GAP工程所带来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潜力将使该地区的国民总收入增加5倍，并在该地区提供350万个就业机会。

财政方面，土耳其加大了支持力度，对农业新增52项补贴，2003～2012年，土耳其政府对农民的资助金额已经超过了506亿里拉。自2012年1月1日起，农用燃油补贴由原先的每平方公里3.75里拉提高至4里拉；化肥补贴由每平方公里4.75里拉提高至5里拉；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种植棉花、小麦、大豆、扁豆、大麦、黑麦、玉米、油菜可以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种子生产可以得到特殊补贴；有机作物每平方公里补贴10里拉，其中水果和蔬菜每平方公里补贴35里拉；养殖奶牛每头补贴225里拉，肉牛每头补贴350里拉；饲养羊的补贴由每头15里拉提高至18里拉；蜜蜂补贴每箱由7里拉提高至8里拉；5头或5箱规模以上的养殖户可以得到疫苗补贴。2011年土耳其农业的财政支出为71亿里拉，2012年上升到78亿里拉。2013年为91亿里拉，其中燃油补贴6.3亿里拉，增长8.4%；化肥补贴7.6亿里拉，增长9.4%；基本农产品补贴31亿里拉，种子补贴24亿里拉。此外，土耳其农业银行对灌溉事业及畜牧养殖业提供免息信贷，对其他的农业贷款征收7.5%的信贷利息。2012年，土耳其政府共向全国农民发放了2210万里拉的贷款，抵税期限由原先的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投资还款期限由原先的5年延长到7年。

近年来，土耳其的农业发展迅速，很多尝试与成就都是土耳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2010年，土耳其启动与欧盟关于“食品安全、动植物检疫”的谈判；第一次实行农业土地登记制度；首次支持农户有关冻灾的提案；农业网络电视台开始运营；兽医边境管制站开始向外开放；成立国家植物园；详细制定盆地农业的发展模式；成立农业抗旱实验中心；成立生物科技研发中心；国家食品研究所投入使用；世界第三大植物基因库在安卡拉建成并投入使用。2011年，农业博物馆落成投入使用；扶农计划首度获得欧盟认可；获得2016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权。2012年，土耳其首家本土乳酸菌发酵工厂投产；最终确定盆地农业的果树种植类型并初步形成规划图，按照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植被类型以及东高西低的地形条件，将全国划分为30个盆地种植类型区。

（三）法律法规

土耳其有15项法律法规给予农业保护性支持。这15项法律法规分别是：农业法、有机农业法、农业生产合作社法、新品种保护法、农业保险法、土地保护法、种子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保护法、生物安全法、动植物检疫法、限制银行提高农业贷款利息的法令、农业银行及农业合作社处理农业信贷问题的规定、农业部第639号法令、举办2016年安塔利亚园艺博览会的规定以及世界粮农组织与土耳其政府签订的相关协定等。

（四）农产品生产现状

凭借着广阔的耕地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土耳其农业有着丰富的产品群，包括小麦、大麦、玉米、水稻、向日葵、樱桃、香蕉、杏、苹果、豆类、蔬菜等。其中，榛子、无花果、杏和樱桃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甜瓜、韭菜、酸樱桃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辣椒、胡椒、草莓、板栗、鹰嘴豆、开心果、核桃、野豌豆、扁豆、四季豆、黄瓜、西瓜和天然蜂蜜的产量居世界第三位。从播种面积看，播种面积最高的是小麦，其次是豆类作物、棉花和玉米等。总的来说，土耳其的农产品主要有三类，即粮食作物、豆类作物和水果蔬菜。

在粮食生产方面，2013年，土耳其粮食总产量约为3750万吨，比2012年增长了12%。其中，小麦产量为2200万吨，同比增长10%；大麦产量为790万吨，高于2012年的710万吨；玉米产量590万吨，高出2012年130万吨。土耳其的小麦品种中，约60%为硬或半硬红小麦，另有20%的软红小麦、15%的白小麦和5%的杜伦麦。土耳其本土小麦蛋白质含量低，需要依靠进口高蛋白质小麦用于配麦，才能生产出符合国内和出口市场的面粉质量标准的产品。

豆类作物方面，鹰嘴豆和小扁豆的产量在豆类作物中占的比例最高，其净产值在2012年分别是20.4亿美元和13.9亿美元，分别高于2011年的18.1亿美元和12.61亿美元。扁豆的产量仅次于鹰嘴豆和小扁豆，占豆类总产量的15%左右。

水果蔬菜方面，其种植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012年土耳其水果总产量为20717160吨，蔬菜总产量27818918吨，其中西瓜、哈密瓜、苹果、葡萄、柑橘、西红柿、黄瓜、香料、洋葱等产量最高。

土耳其水果蔬菜的产量完全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部分作物如大蒜、绿豆和西红柿等已经产能过剩。因此，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前提下，大量蔬果出口到欧盟、西亚和东欧等地区。2011年土耳其的蔬果出口到全球的9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达23亿美元，同比增长9.5%，其中俄罗斯的进口量最大，其次是伊拉克、德国、乌克兰和保加利亚等。

二 林业

土耳其林业资源丰富，在历史上是西亚地区主要的木材供应国，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樵采和放牧，森林面积一度缩减至96800平方公里（1990年）。随着近年来广泛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以及政府对森林保护力度的加强，土耳其的森林面积已经上升至约21.0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其中用材林约15.175万平方公里，灌木林约5.881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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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资源现状

土耳其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气候条件较好的黑海、地中海、爱琴海以及马尔马拉海沿岸地区，而气候较为干燥的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及东南部等海拔较高的地区则很少有森林分布。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中，居第一位的是黑海地区，约占全国的26%，其次是爱琴海地区，约占全国的20%，马尔马拉海地区占11%，安纳托利亚内陆和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占10%。大部分森林可用于木材生产，其余为保留林或防护林。80%的森林属于半天然林，其余大部分为人工林，未受人为干扰的森林面积很少，森林面积因造林绿化而不断扩大。

由于气候条件和地形的巨大差异，土耳其的森林生态类型可分为北部高山森林类型、西部和南部沿海的内陆森林类型、各地低海拔的冲击带森林和中部及东部干旱半干旱地带的森林类型。土耳其主要的森林树种约有40种，针叶树种占森林储量的2/3，主要的树种为土耳其松和克里木松，高加索冷杉、西里西亚冷杉、东方云杉、黎巴嫩雪松及刺柏也很常见，其中，阔叶树则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地区，山毛榉是最常见的阔叶树种；其次是栎树和杨树；此外，桤木、栗木、鹅耳枥、槭木等也是重要的阔叶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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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丰富的森林资源，土耳其成为欧洲最大的坚果生产国，此外还有其他重要的非木材林产品，其中包括树胶、香料、药用植物和蘑菇等。

（二）森林所有制形式

1937年，土耳其在第一部《森林法》中规定了森林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即国有林、公有林、基金林和私有林。1945年，修改后的新《森林法》规定，所有的森林归国家所有。1956年，土耳其政府将森林的所有制形式改为三种，即国有林、独立法人的社团公有林以及私有林。

目前，99%以上的林地和森林资源是土耳其的国有财产，由林业部下属的林业管理总局负责保护、管理和利用。土耳其《宪法》严格规定，国有林不得转让。但是，1995年通过的《森林法》修正案规定：“那些已经丧失林业特征且不适合重新恢复森林植被的林地可从森林范畴中剔除并出售，所得收入可转入森林和村庄事务管理总局所管理的林业村庄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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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一条款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但是到1997年，仍然有4500平方公里的国有林地被确认为剔除对象。

此外，在私有土地上营造的人工林及其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国家不得干预，这类人工林约有2500平方公里，每年约生产木材400万立方米。

（三）林业的经济价值

土耳其林业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保持水土、保护环境等防护效益和生态效益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土耳其林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如果包括薪炭和木材加工业在内，土耳其的林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为1.8%，占农业总产值的7%左右。此外，如果把旅游服务和林业副产品，如坚果、蘑菇、橡胶、水果等算在内，土耳其林业收入将增加5倍左右。

从总体上看，虽然土耳其的原木及木产品生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土耳其仍然是一个木产品净进口国。2005年进口额达到5.217亿美元，2012年更是达到了42.46211亿美元，其中工业原木、锯材、胶合板和纤维板的进口额较大。

土耳其的木材加工产品主要出口到西亚地区，特别是木材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此外，由于土耳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在向欧盟出口半加工木制品和家具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土耳其的家具工业以小型企业为主，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布尔萨和开塞利等地。根据土耳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家具制造业的总产值达62亿里拉，出口创汇13.3亿美元，虽然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额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1.5亿美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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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的林产品工业在过去十多年间发展迅速，并且充分利用了区域的发展优势，截至2012年，林产品出口创汇6.46162亿美元。

三 畜牧业

畜牧业是土耳其的传统农业部门，但是一直得不到政府的足够重视，其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度下滑，历史最低纪录为20.92%。近年来，土耳其的牲畜数量不断减少，但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畜牧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08年由于粮食减产，奶牛饲养成本增加，但是牛奶价格下跌，造成了土耳其国内牛奶供应紧缺；自2009年中期开始，肉类价格上涨，导致土耳其国内大量宰杀牲畜，活畜数量大幅度下降。为了稳定市场，土耳其政府于2010年8月1日起开始对有关畜牧业投资、运营的贷款实行零利率，在一年内帮助农民采购10万头水牛、200万头肉羊。2011年，牲畜的存栏量开始回升，年均增长率9%～17%。2012年土耳其的牛奶产量为1740万吨，牛羊肉产量为91.6万吨，禽肉产量为172.4万吨。

土耳其约有70%的农场发展畜牧养殖，其中，大约67.4%的农场同时兼顾种植业与畜牧养殖。土耳其畜牧业生产以小规模的农场生产为主，主要饲养本土的牛、羊、鸡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安卡拉羊，进口牲畜的养殖量较少。2012年，全国约有80%的农场牛饲养量在9头以下，而正是这些占地面积低于20平方公里的小型农场占农场总数的2/3，饲养了全国约50%的牲畜，经营方式粗放。

此外，土耳其畜牧业的空间分布也不平衡，约有50%以上分布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虽然在地形及气候条件上劣于西部沿海地区，但是由于土耳其政府于2009年开始的政策扶植，即凡是在东部和东南安纳托利亚饲养超过50头牲畜的农场，政府垫资30%的畜牧场建设成本及40%的饲养成本，加之GAP工程的施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得以优化，所以安纳托利亚东部成为土耳其畜牧业发展的最主要地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绵羊数量约占全国的50%，另有25%的绵羊集中在爱琴海沿岸地区，此外，安纳托利亚中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地区以及爱琴海沿岸地区饲养了全国约70%的纯种牲畜。

由于土耳其各地气候条件差异明显，因此畜牧业的饲养格局也有很大差异：中北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为375毫米，主要以奶牛和小型反刍动物为主；爱琴海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主要饲养奶牛、肉牛和小型反刍动物；马尔马拉海和色雷斯地区是饲养奶牛和肉牛的重要区域；地中海和东部沿海区域，肉用山羊的饲养量较高；东北部地区海拔较高，年均气温较低，草场面积约占全区域总面积的75%，牲畜饲养以粗放型为主；东南部地区建有土耳其国内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GAP工程），绵羊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养殖动物；黑海沿岸主要以本地肉牛和绵羊养殖为主；中东部地区草场面积约占54%以上，小型反刍动物和奶牛的饲养以粗放型为主；中南部地区的小型反刍动物和奶牛的饲养则属于集约型。

由于肉类价格的上涨以及牛奶供应的相对紧缺，一些大型投资集团和私人企业开始在土耳其的西部地区投资大规模的农场，进行肉牛饲养和牛奶生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内大量小规模农场的利益，扭转因为大量宰杀牲畜所带来的困境，土耳其政府除对活物征收较低的税之外，对其他畜牧业产品，尤其是生鲜肉类征收很高的税，但是由于国内牲畜饲养数量大量减少，畜产品供应紧缺导致国内肉类价格急剧增长，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放弃保护政策。从总体上看，土耳其畜牧业的市场价值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已经达到392亿里拉。

四 渔业

土耳其位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四周环绕三大水域，水产资源相当丰富。2010年全国水产品产量已有69.3万吨，其中海洋捕捞为48.6万吨，约占总量的70.1%；养殖产量为16.7万吨，约占总量的24.1%；内陆水产品4万吨左右，占5.8%。土耳其水产品出口主要以速冻产品为主，出口对象主要是欧盟、美国、加拿大、西亚国家以及韩国、日本，年出口额达4亿美元左右，出口量最大的是鳀鱼，最受欢迎的贸易产品是罐装金枪鱼和章鱼。

2013年，土耳其渔业出口份额约占总出口额的0.4%，渔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渔业总产量约占国内农业总产量的2.7%。从财政角度讲，渔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此外，鱼产品并非土耳其的主要食物来源，土耳其人年均渔产品消费量不到7公斤，但是，渔业的发展对沿海地区、农村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土耳其的渔业生产以海洋捕捞为主，而水产养殖起步较晚，在渔业总产量中的比例约为10%。土耳其的海洋渔业主要以小规模内海捕捞和外海捕捞为主。2011年，土耳其共有注册渔船17203艘，其中有699艘拖网渔船、485艘袋网渔船、377艘多功能船以及130艘装载船，其他用于在沿海区域进行小规模作业的小型船只15029艘。土耳其90%的渔业对象是鳀鱼、西鲱鱼、竹荚鱼、鲣鱼、沙丁鱼、大西洋鲑鱼、鲻梭鱼及鲆鲽鱼等，其中鳀鱼的产量最高。但是，商业扩张和监管松懈，非法捕捞和污染越来越严重，加之养殖技术的缺乏，导致土耳其渔业生产严重下滑。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约占年捕捞量2/3的鳀鱼产量在2012年减少了28%。

土耳其共有天然湖泊200个、水库170个，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河道长约17.7万公里。2010年淡水捕捞渔获量为41万吨，占总量的7%左右，主要为鲤鱼和灰鲻鱼，约占内陆渔获量的85%。

土耳其的水产养殖历史较短，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了虹鳟鱼和鲤鱼养殖，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了银头鲷和舌齿鲈的养殖，如今，虹鳟鱼、鲈鱼和海鲷是土耳其水产养殖的主要品种，约98%的水产产品属于精养。虹鳟鱼主要在本土消费，75%的鲈鱼和海鲷出口到欧盟国家。2010年，虹鳟鱼、鲈鱼和海鲷分别占养殖总量的47.6%、29.3%和17.9%，其他部分是淡水的鲤科鱼类和软体动物。土耳其目前有1748个渔场，其中淡水养殖场有1398个，海水养殖场350个。淡水养殖主要集中在穆拉、伊兹密尔和艾登三省，穆拉是全国水产养殖面积最大的省；海水养殖主要集中在黑海、爱琴海和马尔马拉地区，1/3的鳟鱼养殖场坐落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超过50%的养殖场拥有自己的孵化设施。鲤鱼养殖场有86个，但近年来的年产量未曾超过1000吨，地中海贻贝是在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养殖的唯一贝类品种；土耳其有4～6个金枪鱼养殖场，年产量为1000～3000吨。

第四节 工业

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大理石和天然石储量占世界储量的约40%，居世界第一位。铬矿已探明储量约1亿吨，钍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22%，三氧化二硼已探明储量7000万吨，黄金储量450吨，白银储量1100吨，煤炭储量85亿吨，此外锑、硼、汞、重晶石等储量也均居世界前列。此外，还有较为丰富的铁、铜、铅、锌、锰等矿产资源。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匮乏，需大量进口，土耳其是世界上石油价格最高的国家。

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土耳其的工业发展情况良好，工业总产值持续递增。2010年和2011年是土耳其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的时期，分别比前一年提高12.4%和9.6%。2012～2013年土耳其工业减缓了发展势头，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只比2011年提高了2.5%，2013年比前一年提高了3.4%。2004～2013年土耳其工业产值占GDP总量情况如表4-7所示。

表4-7 2004～2013土耳其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

[image: ]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改造，土耳其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属于私营企业。在外资的注入及本国资本的推动下，土耳其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主要有钢铁、纺织、石油、化工、汽车、建筑、采矿和食品加工等，其中纺织和食品加工业较为发达。

一 发展概述

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末尔在制订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将工业发展的重心集中在轻工业上，执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此后不断赎买外国在土耳其本土的工矿企业，奠定了土耳其工业的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土耳其政府计划发展重工业，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土耳其发展重工业的计划被迫搁置。此后土耳其工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由化时期和混合经济时期，但均未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开始执行厄扎尔的全面私有化战略，将国家垄断的各工业部门向私人资本开放，土耳其才逐渐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一）国家主义经济时期（1923～1949）

土耳其建国初期，国内仅有数家国营纺织厂和军工厂等，轻工业生产仍以小型手工作坊为主，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大量工矿企业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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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矿企业的国内资本也几乎被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所垄断，土耳其的民族资本大量集中在商业、房地产等领域，未向工业领域过渡。1923年，土耳其国内的纺织品和食品有74%依赖进口。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工业的途径，土耳其进口纺织品和食品的需求在1925年下降到67%，直至1928年，土耳其仍有52%的纺织品和食品需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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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资金紧张，无力大量赎买外国资本手中的工矿企业，为此，土耳其于1925年创办了“土耳其工业与矿业银行”，开始有计划地赎买外资工矿企业，从1932年起，先后将凯奇博尔卢硫黄矿、埃尔加尼铜矿、埃雷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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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收归国有。同时，为了迅速解决国内对进口工业品的需求，土耳其不断吸引外资，并于1926年5月颁布《土耳其商法》，规定不论外资企业还是本土企业，一律平等。1927年制定了《鼓励工业法》，将给予优惠待遇的范围扩大到外国公司。通过这些措施，法国获得了土耳其弹药和炸药垄断权的一半股份；美孚石油公司垄断了土耳其的石油产业。

外资的大量涌进解决了土耳其发展工业的资金困难，石油、电力、煤炭、纺织、食品加工等工业部门获得了初步发展。此外，大国民议会在1923年洛桑会议期间，于伊兹密尔召开了一次经济会议，制定了1923～1928年的经济发展决议。决议规定：对新建工业企业所进口的设备，一律免征进口税；减免工业品30%的铁路运费；允许本国企业将所生产的工业品，以高于外国同类商品10%的价格出售给国家等。

1932年5月，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访苏，获得了苏联8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用以支持土耳其的工业五年计划，1934年开始执行的五年计划对土耳其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34年1月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批准“一五”计划，总投入为9亿里拉，由苏美尔工业银行和埃提矿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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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承担。该计划的重心是发展轻工业，对重工业也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一五”的主要目标有四个：增加消费品产量；扩大原料来源；发展纺织业；将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工业分散到全国各地，优化工业格局，初步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一五”建设指导，土耳其在巴克尔廓伊（Bakirkoy）、开塞利、埃雷利、纳济利、马拉蒂亚五地建立棉纺织厂，在厄德尔（Iğdır）建立丝织厂；毛纺织厂选址布尔萨；炼铁厂设在卡拉比克；造纸厂设在伊兹密尔；陶瓷工业在屈塔希亚设厂；玻璃工业在帕萨巴赫切（Paşabahçe）设厂。水泥工业在上述各地均设立工厂。此外，硫黄工业设在凯奇博尔卢；化纤厂设在盖姆利克；伊兹米特设立硫酸厂；伊斯帕塔设立玫瑰油厂。以上工业所用原料皆来自国内，国内尚不能提供的暂时从国外进口，但在要求的限期内国内必须能够供应。

在“一五”期间，土耳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及降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等方式来进行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一五”计划完成后，土耳其共建成20个新工厂，规模较大的是苏联援建的开塞利纺织联合企业和英国援建的卡拉比克钢铁公司。此外，“一五”期间还出现了新兴的制糖业。

经过轰轰烈烈的国有化改造运动，土耳其于二战前夕已经将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部分民营企业也被收归国有，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增长，极大地加强了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能力。在此期间，工业在土耳其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1.8%上升到18%，年平均增长率达11.1%。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年均增长率为6.2%，人均增长率为4%。

在整个30年代，土耳其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0%，与同时期的苏联、德国和日本并列，工业总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14%（1927年）上升到0.23%，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于1941年废除了《鼓励工业法》，虽然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及第三个五年计划，但由于战争的原因未能执行，土耳其的工业建设半途而废，整个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年增长率仅有3.3%。

（二）自由化时期（1950～1961）

50年代土耳其工业执行的发展方针仍然是进口替代方针，以国内消费为主，不过，由于吸收外资时附带的技术转让，土耳其的工业部门范围开始扩大到化学、制药、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

在这一时期，民主党政府崇尚自由经济，鼓励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矿业，改变了过去国家垄断的局面。1954年第6309号矿业法，允许并保护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从事采矿业；同年6326号石油法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石油行业。此外，电力部门也开始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1951～1961年，土耳其每年吸收的外资平均为2200万里拉，占土耳其年投资的21%。外资主要流向石油、化工、药品、纺织、电器、食品等领域，工业领域吸纳了外资总数的85%～90%。大量外资的涌入使土耳其的工业失去了独立性，同时也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民主党执政的1950～1957年，土耳其工业虽然一度发展较快，但是由于民主党的经济建设无完整的计划，加之通货膨胀的影响，企业亏损严重。至1958年民主党政府调整经济计划时，有的工厂甚至被迫关门停产。

（三）混合经济时期（1962～2013）

进入60年代，土耳其约有1/3的工业企业属于国营经济，1960年军事政变后，经济活动几乎停止。1962年，政府制定了“一五”经济发展计划，1963年开始建设，政府对工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30.9%，至“三五”计划期间，提高到45.4%，1963～1965年的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达到8.7%，1965～1969年更是增长到10%。此外，在“二五”期间，土耳其取消了对汽车工业、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等行业的垄断，开始向私人资本开放。在这一阶段内，纺织业仍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工业部门，钢铁工业是最重要的重工业部门，水泥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此外，造纸业、制糖业、化肥生产、石油化工等也有一定的发展。

至70年代，土耳其已经成为西南亚各国中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由于三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全国的工业企业数量约有三万个，原先基础较为薄弱的冶金工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工业品的出口数量也逐年上升。到了70年代后期，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完全超过了农业。由于工业的发展，电力供应紧张，土耳其政府在增加发电能力的同时，向保加利亚和苏联等国购入电力，以支持工业的发展。整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发展成就巨大，工人已经超过全国就业人口的20%，骨干企业发展迅速，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就投资而论，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工业投资上已经平分秋色，在纺织业等部门甚至已经超过国家资本，到了90年代末，国营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整个国家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经不足20%，私营企业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80%。

进入80年代，在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以纺织与服装行业为代表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借助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仅1995年土耳其输往欧洲市场的纺织品与服装的出口额占土耳其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总额的64%。由于出口收入的增多，国内诸如钢铁、汽车、水泥以及家电等工业发展迅速，改变了以往以输出农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1981年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52.8%，1995年上升为87.5%，2000年为95.2%。其中，纺织品、成衣、金属、电器、化工、汽车及零部件这六类商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70%。此外，高技术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起逐步提高，1990年为1%，1999年为4%，2000年为5%。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化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加之贸易方向的转变，土耳其的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1995年，工业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87.5%。此时，由于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严重阻碍了土耳其工业的发展，于是，土耳其于1994年11月通过了全面私有化的法律。但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国营企业在制糖业（甜菜）中仍占有90%的比重，在棉纺织业中占30%，化工、塑料等工业部门仍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工业的私有化进程困难重重。

2003年埃尔多安执政后，明显加快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步伐。2003年5月18日启动的“全面私有化战略”，其中包括土耳其最大的炼油公司托普拉斯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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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电信（Turk Telekom）、派金（Petkin）石化和最大的烟草商提克勒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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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又新增埃雷利钢铁公司（[image: ]
 Demir ve Çelik Fabrikaları）、埃提铝业和电力公司。截至2014年，土耳其国家资本已经完全从餐饮、乳制品、水泥、石油销售、畜牧饲料等行业中消失；纺织、钢铁、肉制品加工、旅游、海运等行业中，国有资本占有率已不足50%；电力、通信、银行、运输、制盐、烟草等公共基础性产业也均被私有化。

总的来说，土耳其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外资基础上的，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拍卖、出售国营企业的形式，成功地把一个半工业化低水平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从内向型经济发展成为外向型经济，适应了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二 主要工业部门

（一）纺织和服装工业

纺织工业是土耳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吸收的就业人口约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口的20%，为土耳其创造了12.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工业产值的17.5%、制造业产值的19%，在土耳其的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土耳其的服装出口额达173亿美元，同比增长8.3%。

土耳其的纺织工业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通过吸收苏联、英国两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起来，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服装出口国、世界第六大纺纱生产国，年产量约为250万吨，约占世界纱总产量的5%，其中羊毛纱、棉纱和人造纤维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土耳其纺织品的出口目的地主要以欧洲为主，欧洲市场约占土耳其纺织品总产量的75%左右，其中又以德国为主，其次是英国、西班牙、法国和爱尔兰等国。仅2013年前三个季度，土耳其的成衣出口总额便高达129.7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5%。

土耳其约有7500家纺织企业，主要集中在马尔马拉地区、爱琴海地区和库库罗瓦地区，其中马尔马拉地区主要包括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泰基尔达三省，是土耳其纺织工业最密集、最发达的地区，集中了全国56%的纺织工人、67%的纺织企业和71%的出口贸易。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改造，目前土耳其的纺织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国营企业的总产量已不足全国总产量的10%。在私营企业中，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其产量约占全国纺织品产量的65%，从业人员约占全国纺织工人的85%。土耳其较大的纺织企业主要有10个，分别是阿克萨（Aksa）、莎莎（Sasa）、科勒达赛（Kordsa）、珀莎（Bossa）、南方工业（Güney Sanayi）、心纺（Mensucat Santral）、雪茜（AK-AL）、卑斯尼亚（Bisaş-Bursa）、博兹库尔特（Bozkurt）和阿克苏（Aksu）。

自2000年以来，土耳其纺织业采用纺织染整技术的“3T”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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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全国的纺织企业不论规模大小联合在一起，使之具备了从纤维生产到成衣制造的“一条龙”经营能力，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其产品不论是质量还是价格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在土耳其纺织业的产品中，地毯、家纺和皮革产品是最具特色，也是最具竞争力的产品门类。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地毯就作为奢侈品远销欧洲和东亚，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民族特色产品占据了世界地毯市场40%的份额。2013年，土耳其地毯产品的对外贸易额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2014年第一季度地毯的贸易额为5.4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占第一季度商品贸易总额的1.42%。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土耳其瞄准西亚和非洲的家纺产品市场。2013年，土耳其的家纺产品贸易额为31亿美元，占全球家纺产品贸易额的5%。土耳其的家纺产品门类齐全、种类繁多，尤其在床上用品、窗帘、毛巾、绣品和装饰面料等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家纺产品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在近年来皮革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土耳其转向生产皮草服装，在2013年获得了19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6.4%。在2014年3月举办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土耳其参展企业由2013年的20余家增加到40家，80%以上的展品为皮毛一体服装，成交总量8000余单，部分企业的一单交易额就达到147万美元。

此外，土耳其正在努力将伊斯坦布尔打造成比肩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米兰的时尚之都。伊斯坦布尔的服装贸易主要集中在拉雷利（Laleli）、大巴扎（Grand Bazar）、奥斯曼贝（Osrmarbey）等老城区。拉雷利主要面向俄罗斯，市场上的产品以欧洲流行元素为主，基本涵盖了服装、鞋帽、皮革制品等。大巴扎主要面向本地居民或游客，是一个本土化的大型批发零售市场，是土耳其当地市场最直观的体现。奥斯曼贝主要经营法国、意大利的高档奢侈品，是欧洲著名品牌及款式的风向标。土耳其本土也不乏著名的服装品牌，如专营牛仔的玛维（Mavi），其在世界范围内共有4000多家专营店和旗舰店，主要面向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此外还有以女装著称的阿勒曼尼（Armine）和雅尔格哲（Yargıcı），以男装著称的凯利（Kığılı），主营时尚消费品的阿塔拉（Atalar）、宝莱·阿克苏（Bora Aksu）、柯林斯（Colin’s）、普纳托（Punto）等。

（二）钢铁工业

土耳其的钢铁工业起步于凯末尔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属于国营经济，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土耳其的钢铁工业逐步摆脱了生产率低下的国营体制，正式成为自由市场环节的一个链条。2006年2月，土耳其退伍军人基金会（OYAK）成功收购埃雷利钢铁公司，标志着土耳其钢铁工业私有化改造的完成。

1999年，土耳其的钢铁总产量达1410万吨，成为当时世界上第17大钢铁生产国；2002年土耳其的钢铁总产量上升到1649万吨，居世界第13位。2012年，土耳其钢铁产量达3590万吨，占世界钢铁产量的2.3%，超过巴西和乌克兰，成为世界第8大钢铁生产国，焊管材出口量居世界第5位。2013年钢铁产量略有下降（3470万吨），但仍然是世界第8大钢铁生产国。

土耳其的钢铁企业分布较为分散，大型钢铁企业较少，虽然是世界第8大钢铁生产国，但是未有一家钢铁企业进入世界前20大钢铁企业的行列。土耳其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是埃雷利钢铁公司，其次是伊贾德斯（Icdas）公司和伊斯德米尔（Isdemir）公司，这三家公司在2011年的粗钢产量分别是747万吨、422万吨和410万吨，与国际钢铁公司的产能相差甚远。

土耳其缺乏铁矿石，因此，土耳其的钢铁生产主要以废钢为原料，目前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大的废钢进口国。由于国际炼钢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废钢的价格也因此不断攀升，2013年土耳其的废钢进口量为1972.5万吨，是2010年以来废钢进口量的首次下滑。土耳其的钢铁生产主要以电炉和碱性氧气转炉为主，产品以扁钢、型钢、结构钢和钢筋等为主，其中，钢筋是土耳其钢铁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主力钢材产品。土耳其的钢材出口到世界14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西亚、北非和海湾地区为主，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钢材出口量约占其钢材总出口量的60%。

2013年，在大型基建和城市化投资项目的推动下，土耳其的钢材消费量为2877万吨，其中长材占总消费量的53.6%，扁平材占消费量的46.4%。但是由于土耳其钢材产品结构不完善，国内扁平材的产量仅能满足总需求的1/3，大量扁平材和特钢需要进口。因此，土耳其钢铁生产商协会（TCUD）和工商业协会（TUSIAD）在督促伊斯德米尔、乔拉科卢（Colakoglu）等企业提高扁平材产能的同时，呼吁业界加大对特钢领域的投资。特钢的大量生产不仅能够减少土耳其对此类产品国际市场的依赖，还能够使土耳其确立钢铁强国的地位，促进机械、汽车、造船、机电等行业的发展。经过最近几年的不断发展，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和奥斯曼尼菲（Osmaniye）已经成了土耳其大型钢铁生产中心。

虽然土耳其的钢铁工业发展形势较好，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其以电炉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土耳其的钢铁工业面临电力短缺和电费过高的问题；其次，废钢供应紧张使土耳其的钢铁生产面临产能不足的困境；再次，钢铁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土耳其钢铁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想在短时间内与国际钢铁巨头联合生产从而逐渐完善产业结构的可能性不大；最后，由于军方背景的退伍军人基金会掌握着土耳其最大的钢铁公司，所以未来政治局势的发展也将给土耳其的钢铁工业带来很大的变数。

（三）电力工业

土耳其的电力来源主要是燃气发电（天然气）、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2010年土耳其的发电总量为2110亿千瓦时，其中有46%是燃气发电，26%是火力发电，24.5%是水力发电。2001年，土耳其政府将电力部门分成三个主体，土耳其发电公司（EAS）、土耳其输电公司（TEIAS）和土耳其电力贸易公司（TETAS），分别负责国营电厂的运行、输电和负荷调度、电力批发和采购。2012年，土耳其电力工业的私有化改革再次提速，政府将剩余的41家电力企业分成9批投标出售。此外，土耳其规模较大的私营电力公司有卡科洛伐电力公司、基培茨电力公司、AS电力公司等。

随着土耳其经济的不断发展，土耳其的人均电力消耗已经达到3000千瓦时/年，并且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由于土耳其能源资源缺乏，因此，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土耳其制订了发展水电和核电的计划。

土耳其的水力资源丰富，水电总蕴藏量约为4330亿千瓦时/年，占世界总量的1%、欧洲总量的16%。土耳其水力资源的技术可开发量为2160亿千瓦时/年，经济可开发量约为1274亿千瓦时/年，但是目前土耳其水力资源的经济可开发量只有36%得到了开发利用。

土耳其负责水电开发管理的是国家水利工程总局（DSI）和电力资源勘测和开发管理局（EIE）。迄今为止，土耳其共有135座水电站投入运营，总装机容量为1263.1万千瓦，年均发电量为453.3亿千瓦时，其中装机容量超过10万千瓦的有21座，总装机容量为1067.4万千瓦，发电量达373.9亿千瓦时。此外，还有41座水电站在建，502座在规划中。土耳其最大的水利枢纽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其支流上修建22座大坝和19座水电站，为土耳其提供273.9亿千瓦时的电力供应，占土耳其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量的21.5%。

土耳其的第一座核电站坐落于黑海沿岸的阿库尤（Akkuyu），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承建，该核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80万千瓦，耗资200亿美元，于2010年动工建设，预计2019年交付使用，但由于俄方提交的环评方案未能得到土耳其认可，阿库尤核电站的建设工期至少推迟到2020年后。土耳其第二座核电站选址于黑海沿岸的锡诺普（Sinop），计划装机容量500万千瓦，2013年5月确定由日本三菱重工和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联合建设，总投资约250亿美元，预计2017年动工建设，2023年并网发电。

（四）汽车工业

土耳其的汽车工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廉价的劳动力，土耳其的汽车工业飞速发展。1967年1月3日，土耳其本土乘用车公司安纳多卢公司成立。早在2008年，土耳其就以1147110辆汽车的产量超越意大利，成为欧洲第六大汽车生产国、世界第十五大汽车生产国。如今，汽车工业已经成为土耳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土耳其创汇的主要来源。在土耳其的出口总额中，汽车及其零部件所占的份额约有20%，跃居出口总额的第一位。2011年土耳其的汽车出口额达1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

土耳其的汽车工业主要集中在马尔马拉地区，大部分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目前共有16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绝大多数是合资企业，如土耳其最大的乘用车生产商雷纳利特（OYAK RENAYLT）是土耳其退伍军人基金会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合资的；第二大汽车公司欧图桑奥托山（FORD OTOSAN）公司是土耳其科克集团（KOÇ）与福特公司的合资企业；主营轿车和皮卡的托法斯（TOFAS FIAT）公司是土耳其科克集团与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合资企业。

这三家企业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立的，起初只是从事汽车组装，随后逐渐将零部件生产本土化，扩大了生产能力，如今的产能已经占土耳其汽车行业总产能的70%左右。1996年，随着土耳其加入了欧洲关税同盟，丰田、本田、现代、奔驰等厂商也纷纷在土耳其建立合资企业进行生产。自2007年中国奇瑞汽车正式进入土耳其市场之后，吉利汽车和宇通客车也相继进入土耳其市场，其中奇瑞汽车在土耳其销售的第一年（2008年）就售出3700辆，销售增长速度远超三菱、马自达等知名品牌，居土耳其汽车销售榜第24位。从2000年开始，土耳其逐渐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加大了研发设计的投入力度。2010年，土耳其拥有了首款自主超级跑车品牌Onuk Sazan，全球限量5台，每台售价20万欧元。至2013年，土耳其已经跻身欧盟商用车生产国的第6位、乘用车生产国的第7位，解决了国内60万人的就业问题。

土耳其的汽车工业属于典型的外向型产业。由于本国的消费能力有限，所以生产的汽车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约占出口总量的80%。在出口车型中，乘用车和卡车的交易量最大。2013年，土耳其汽车的年产量为113万辆，同比增长5%，汽车总产量居欧洲第5位。其中，82.8万辆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创汇215亿美元，同比增长11.8%，占全年出口总额的14.2%，居土耳其出口行业的第1位。

（五）家电工业

土耳其国内的家电工业主要被科克集团所属的阿齐利克（Arçelik A.Ş）公司和佐鲁集团（Zorlu）的维斯特（Vestel）公司垄断，这两家企业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家用电子产品与电器制造商。此外还有帕菲罗集团（Profilo）旗下的泰拉公司（Telra）。

阿齐利克是土耳其家电市场的领导品牌，成立于1955年，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产品线涉及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脑、彩电、吸尘器、洗碗机等几乎所有的家电产品，创造了土耳其13%的技术专利。2004年、2005年和2008年均问鼎设计界著名奖项“iF Design”，此外，2008年在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获得“创新设计与工程奖”。阿齐利克公司旗下拥有倍科（Beko）、阿齐利克（Arçelik）、阿勒图斯（Altus）、布鲁伯格（Blomberg）、布雷根茨（Elektra Bregenz）、阿提克（Arctic）、弗拉维尔（Flavel）、艾丽卡（Elektra）和莱索（Leisure）9个品牌，其中以阿齐利克和倍科最为著名。阿齐利克主要面向国内销售，而倍科在英国注册，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如今，倍科在英国家电市场的占有率排名第一，销量居欧洲前三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4.4亿客户群，已然成为国际家电市场的领导品牌之一。2011年，阿齐利克公司的年收入为46.5亿美元，总资产达48.2亿美元，解决了土耳其近20000人的就业问题。

维斯特公司成立于1984年，由土耳其本土18家专业电子和设备生产商组成，总部位于马尼萨，主要生产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是欧洲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商，占据欧洲电视机市场25%以上的份额。2011年，维斯特公司的年收入为28亿美元，吸收就业人口约13000人。维斯特公司和倍科公司在白色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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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共占有欧洲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泰拉公司是欧洲第三大电视机生产商，主要以贴牌生产（OEM）为主。

（六）陶瓷工业

土耳其陶瓷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获得了快速发展，最终在90年代实现了现代化的陶瓷生产。土耳其陶瓷工业主要由陶瓷卫浴、耐火材料和原材料三大子行业构成，服务于建筑业的发展。目前，该行业共有28家瓷砖注册制造商，38家陶瓷卫浴注册制造商。土耳其陶瓷产量居欧洲第五位，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卫浴生产国，陶瓷出口量居世界第四位，吸纳了全国约22万名劳动力，年均出口额约16亿美元。

土耳其是世界第四大瓷砖生产国，产地主要分布在恰纳卡莱（Çanakkale）、马尼萨（Manisa）、比莱吉克（Bilecik）、埃斯基谢希尔（Eskişehir）、屈塔希亚（Kütahya）、乌沙克（Uşak）、伊兹密尔、艾登（Aydin）和约兹加特（Yozgat）等地，实际产能为2.45亿平方米。其中恰纳卡莱的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19%，乌沙克占11%，约兹加特占1%，比莱吉克、埃斯基谢希尔和屈塔希亚三地的产能占总产能的42%，伊兹密尔、艾登、马尼萨三地的产能占27%。其产品主要出口到以色列、德国、英国、加拿大、阿塞拜疆，土耳其最大的陶瓷砖进口国是中国。2010年，土耳其共出口8400万平方米陶瓷砖，外汇收入达4.786亿美元。

陶瓷卫浴生产商主要集中在恰纳卡莱、泰基尔达（Tekirdağ）、伊斯坦布尔、科贾埃利（Kocaeli）、萨卡利亚（Sakarya）、比莱吉克、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马尼萨、伊兹密尔、乔鲁姆（Çorum）、宗古尔达克（Zonguldak）、奥尔杜（Ordu）、开塞利和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其中，埃斯基谢希尔和屈塔希亚的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34%，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马尼萨、萨卡利亚四地的产能占25%，乔鲁姆、宗古尔达克和奥尔杜三地的产能占15%，开塞利占13%，恰纳卡莱占11%，迪亚巴克尔占1%。陶瓷卫浴产品主要出口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以色列和罗马尼亚等。

第五节 其他产业

一 交通运输业

土耳其的交通运输以公路、铁路、空运和海运为主，其中公路和空运较为发达，铁路发展滞后，土耳其航空公司已经成为世界通航最多的航空公司。

1.公路

土耳其的公路分为一般公路和收费高速两种，由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构成。截至2013年，土耳其的公路总长度为38866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长31341公里，省道长32155公里，注册机动车辆为17939447辆。土耳其的客运和货运90%以上是通过公路运输完成的。

随着土耳其欧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耳其的高速公路规划也采用欧洲标准，车道宽3.75米，双向六车道，市内则为八车道；平地设计时速120公里，山区设计时速80公里。土耳其国内有两条高速公路直接通往欧洲（E80和E90），经过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相连，总长3200公里，是连接欧盟各国和西亚各国的重要国际线路。土耳其的高速公路主要通过不停车收费系统（OGS、HGS）完成收费。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土耳其的交通事故数量也不断增多。2013年，土耳其共有1207354起交通事故，造成3685人丧生，274829人不同程度受伤。

2.空运

土耳其共有五家航空公司，分别是土耳其航空公司（Turkish Airlines，以下简称土航）、珀加索斯航空公司（Pegasus Airlines）、奥努勒航空公司（Onur Air）、亚特力斯航空公司（Atlasjet Airlines）和太阳快运航空公司（Sun Express）。

土耳其航空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20日，是一家国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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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土耳其国内最大的航空公司。虽然是一家四星级航空公司，却执行包含ISO 14001国际认证在内的国际最高标准。土航拥有275架平均机龄低于6.5年的飞机，2010年的货物中转量达总货物中转量的52%。2007年，土航正式成为星空联盟的成员，为其拓展国际网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2年，土航在通航国家数量上居世界第一位，客运量达3900万人次，总收入90亿美元。土耳其全境共有56座机场，其中有16座国际机场，按照接待乘客数量的多少，排第一位的是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其次是安塔利亚机场，排名第三位的是安卡拉机场。

3.铁路

2013年，土耳其铁路总长9718公里，伊斯坦布尔火车站和安卡拉火车站是土耳其客流量最大的两个火车站。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棋眼”的作用，充分利用其“东西桥梁”的地理优势，土耳其逐渐重视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

2003年，土耳其开始建造国内第一条高铁，该高铁起于伊斯坦布尔，终于安卡拉，途经埃斯基谢希尔，全长553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该线一期工程由土耳其和西班牙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承建，于2009年开始运营；二期工程（158公里）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承包，2008年9月开工建设，2014年1月17日完成主体工程，总投入12.7亿美元。第二条高铁从安卡拉至科尼亚（Konya），于2011年8月建成通车。高铁运营的首批列车由土耳其与西班牙共同制造，其后的列车由土耳其与韩国合资制造。

土耳其计划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时，国内的高铁总里程达到10000公里，并希望中国可以继续参与土耳其的高铁工程。

二 邮政通信

1.邮政

土耳其共有4112个（2010年）邮政网点，其中有1056个中心局、2226个分局以及830个代办点，揽件总量为10.34亿件，总收入为9.42亿里拉。

土耳其邮政系统主要提供信函服务和电报服务。信函业务由国内邮政和国际邮政两部分组成。在国际邮政系统中，所有的国际挂号信件统一提供互联网跟踪查询，业务范围包括76个国家的特快专递、81个国家的普通包裹速递和45个国家的信函类业务。在国内邮政系统中，土耳其于2010年底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挂号信件的自动化管理，2011年初拥有了在线处理挂号信函的能力。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和埃尔祖鲁姆还拥有混合邮件系统，即信函内容可以通过数字化形式由邮局接收，然后就近印刷，统一投递。此外，土耳其还于2010年建立了现代化的邮政分拣中心，可以在1小时内分拣15万件信函、6000个重30千克以上的包裹，并通过X射线设备实现安全监控。2010年，土耳其的信函业务收益为9.36亿里拉。

电报业务主要通过邮局呼叫141 Fonotelegraph业务中心和28 Faxtel业务中心，或者通过互联网上的安卡拉电报中心完成。近年来，由于互联网和高科技通信手段的快速发展，土耳其的电报业务日趋没落，2010年电报业务的收益仅为408.1万里拉。

2.通信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降，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通信越来越便捷、快速，电子信息技术在通信领域引发了一次改革狂潮，世界各个国家面临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无不重视本国通信事业和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3年，土耳其在过去的10年中，通信设备数量增长了130%，移动通信终端数量增长了54.58%，网络覆盖率扩大了10%以上，家庭网络接入率为49.1%，较2004年上升了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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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土耳其固定电话数量为13551705部，移动电话数量为6966110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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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电脑普及率达到92%，网络覆盖率达到90.8%。土耳其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是土耳其移动公司（Turkcell），其次是沃达丰（Vodaf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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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艾维亚（Avea）。截至2007年，土耳其移动公司的网络覆盖面积已经达到土耳其全境的80.44%。2009年，土耳其启动3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欧洲部分由瑞典爱立信公司负责，亚洲部分则由华为和中兴公司施工建设。2011～2012年，土耳其跻身全球最繁荣的十大智能手机市场之列，3G网络的注册用户为19407264个，且在不断扩大。

三 旅游业

土耳其的旅游业发展由国家和私营企业共同推动，国家负责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依靠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土耳其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第二大产业。截至2012年，土耳其共接待国外游客3569.8万人次，同比增长3.01%，旅游收入达322.49亿，占总出口额的15.6%、国内生产总值的4.09%。2013年4月17日，土耳其外交部向全球94个国家落实“电子签证”制度，用于替代以往的“贴纸签证”，中国公民从2013年5月15日开始享受前往土耳其的“电子签证”待遇。

土耳其的旅游业发展始于1934年，土耳其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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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立标志着旅游业开始融入土耳其的公共行政管理之中。1953年5月22日，“旅游产业鼓励法”正式生效，将“许可证体系”引入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求旅游设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与规模才能获得经营许可证，使土耳其的旅游业在发展之初就与国际接轨。1955年，土耳其旅游银行成立，为土耳其旅游业的发展注入大量资金。1957年11月25日，土耳其政府增设旅游部，旅游业正式被纳入公共行政管理范畴。1982年1月27日成立的“旅游事务最高协调委员会”和同年3月12日通过的“第2634号旅游鼓励法”是土耳其旅游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土耳其不仅将旅游业列入国家重点发展项目，给予旅游业大量优惠措施，还将土耳其旅行社协会（TURSAB）、旅游酒店协会（TUROFED）、土耳其酒店协会（TUROB）、发展教育基金会（TUGEV）和土耳其旅游投资协会（TYD）等统一起来，规范了旅游业的发展。通过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措施，1980～1990年，土耳其的客床数量从5.6万张猛增至17.3万张，游客数量从120万人次猛增至530万人次。随着游客的大量涌进，土耳其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1993年，土耳其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估政策”。2007年，土耳其政府公布了《2023年旅游发展战略》，并制订了《2007～2014年旅游发展实施条例》，将旅游业发展的方案和措施量化、细化、具体化，并将每年旅游收入的1%用于国家形象的宣传和推广。

如今，土耳其的旅游业已经脱离了“3S模式”，即大海（Sea）、沙滩（Sand）和阳光（Sunshine），依靠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土耳其开发出了不同主题的旅游模式。除了现有的文化旅游、蓝色之旅、冬季运动、健康旅游、四级漂流等，还新增了生态旅游、高原旅游、温泉旅游和会展旅游等。为了极大地丰富土耳其的旅游观光模式，土耳其政府于2013年制定了“旅游项目的优先政策与措施”，把保护旅游资源、提倡绿色旅游，合理分配旅游目的地、打造全年旅游，重视特定市场的旅游开发，加大国家形象推广力度等作为优先发展项。此外，还包括逐步落实弗吕家温泉旅游和“丝绸之路”走廊的开发；对环境敏感型酒店设施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导游申请的认证速度；完善旅游业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旅游门户网站，升级旅游设施，建立旅游账户，加快私人旅游市场的开发；等等。

高速发展的旅游业为土耳其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旅游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并且以每年1.7%的速度不断增长。此外，土耳其的旅游机构多以中小型公司为主。

据2011年统计数据，土耳其约有9000位合法导游，5600家旅行社，16个国际机场，100万张客床，5522个受保护的考古遗址，258个蓝旗海滩，13个蓝旗游艇码头，20个冬季旅游中心，22个高原旅游中心，35个自然保护区，33个国家公园，16个自然公园，58个自然纪念碑，34个温泉旅游中心和14个高尔夫俱乐部酒店，等等。

四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土耳其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产业部门。2004～2013年，依靠快速增长的网络覆盖率和移动终端数量，土耳其电商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4%，已然成为欧洲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一。在土耳其的人口结构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41%，所以，在土耳其的企业家看来，土耳其的电商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民众的搜索范围来看，排名第一的是电子产品和电器，其次分别是团购券和酒店预订、电脑硬件、书籍、鞋包、女装、化妆品、男装、家用产品和游戏软件等。从销量来看，成交额最大的是电子产品和电器，其次是鞋包、电脑硬件、女装、书籍等。

土耳其的电子商务主要以私人投资为主。就目前来看，土耳其超过200万名独立访客的电子商务网站共有4家，其中包括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多安在线”（Doğan Online）旗下的尽淘网（Hepsi Burada），独立访客数量高达540万名，其次是320万名独立访客的马拉卡夫尼（Markafoni）、280万名独立访客的泰勒迪约鲁（Trendyol）以及210万名独立访客的让利网（Ucu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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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的支付渠道一般分为信用卡支付、借记卡支付、预付卡支付、现金支付等线下交易渠道和网上转账、电子钱包支付等线上交易渠道。由于信用卡在土耳其的普及率很高，流通中的信用卡约有57亿张，用户市场渗透率高达75%，加之众多网络用户对网上支付心存疑虑，所以电子商务的信用卡支付约占总交易额的90%。信用卡的高渗透率同时也带来了恶意套现、商务诈骗等不良现象。

电子钱包支付虽然在土耳其只占到了3%左右的市场份额，但发展潜力巨大。土耳其共有五大电子钱包运营商，分别是iPara、iYZi、Payment Wall、Pay U和Skrill，具体业务由担保银行（Garanti Bankası）、建设信贷银行（YapıKredi Bankası）、商业银行（İşBankası）、阿达纳开塞利银行（Akbank）、汇丰银行（HSBC）和金融银行（Finansbank）承担。

2003年，土耳其的电商交易额约为1.72亿美元，不足同年GDP的0.01%。经过十年的发展，电商交易总额在2013年达到144.92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77%。虽然土耳其的电商总体发展迅猛，但其最大的电商尽淘网在2013年的月平均营业额仅为100万美元，土耳其的电商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第六节 对外经济关系

2013年，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总额为4034.64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约3.7%。其中，出口总额为1518.0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4%；进口总额为2516.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4%。2013年，土耳其的对外贸易逆差为99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在土耳其的出口商品中，汽车及其零部件的出口额为21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4.15%，居第一位；其次是化工产品，出口额为174亿美元；再次是纺织品及服装，出口额为173亿美元。土耳其的第一大出口国是德国，其次是伊拉克和英国，其向三国的出口额分别是137.4亿美元、119.8亿美元和87.98亿美元。

一 对外贸易政策

土耳其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政府机构是外贸署，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国内其他部门机构对发展外贸的意见和建议，制定、贯彻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政策，并提交立法部门审议。

目前，土耳其有18项法律法规保障对外贸易政策的稳定执行，其中，“对外贸易法”是土耳其管理对外贸易的最主要的法律。

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体现在关税、进出口管理和贸易救济三个方面。1996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协定》是土耳其关税方面的重要内容，其规定工业品可在欧盟与土耳其之间自由流动，不受任何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对于从第三国（协议范围之外的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土耳其按照欧盟统一税率对货物征税，纳税之后的货物在土耳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流通享受零关税待遇。2008年，土耳其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9.7%，其中农产品为42.2%，非农产品为4.8%。土耳其现行的“海关法”是2010年7月28日通过的。

进口管理方面主要受“2009年土耳其进口制度”的约束，对进口加工产品采用关税暂缓制度和退税制度。2010年，土耳其发布第2010/21号公告，对反倾销、反补贴的涉案产品采取监管措施。2009年2月和2011年10月，土耳其先后两次加大对进口纺织品的审查力度。

土耳其的出口政策主要由“促进出口税收措施法”（1963）、“对外贸易法”（1984）、“出口制度法”、“出口加工体制法”和“自由贸易区法”等组成，禁止历史文化作品、野生动物、烟草植物、大麻等出口。为了鼓励出口贸易，土耳其从2006年6月起，免除部分地区汽车运输出口货物的特别消费税和增值税。

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土耳其建立了本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包括“防止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法”（1989）、“防止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条例”（1989）、“进口产品保障措施法”（2004）和“进口产品保障措施实施规定”（2004）等。其中前两项主要用于反倾销，后两项主要用于保障进口贸易安全。

二 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2000～2001年经济危机使土耳其在进出口贸易上出现了较大衰退，2003年埃尔多安执政后，他在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使土耳其的对外贸易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在巩固与传统盟友美国关系的基础上，土耳其以欧盟的标准来规范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首先是修改市场准入战略和贸易政策，加强对海外市场的研究，鼓励本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其次是简化外商投资程序，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给予外资更多政策优惠。

在对外经贸关系上，除了传统的欧美贸易伙伴，土耳其还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如加强与中亚、西亚各国以及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此外，还积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加强自身与环太平洋国家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至今，土耳其已经加入的经济共同体有欧洲关税同盟、巴塞罗那进程、东南欧合作进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和伊斯兰会议组织（OIC）等。

在吸引外资方面，土耳其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土耳其将全国分为三大类型区：优先发展地区、发达地区和普通地区，优先发展地区的投资税收补贴为100%，发达地区为40%，普通地区为30%。土耳其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入方向，平衡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对外资免征印花税和杂费，购买土耳其国产机械设备的投资者不仅免征增值税，还可以享受发票金额10%的奖励金，此外，根据投资地点的不同，固定投资者可享受土耳其10%～30%的免税待遇。

外贸战略的调整促进了土耳其对外贸易额的快速增长，2004～2007年，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增长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虽然2008～2009年受到世界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出口额出现短暂下跌，但2010年重新上升到1138.83亿美元（见表4-8）。

表4-8 2005～2013年土耳其进出口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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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8不难看出，土耳其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这也是造成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 外资利用情况

土耳其从建国初期就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战略，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外商投资协定是1923年4月与美国签订的《柴斯特让与权协定》，通过这个协定，美国在土耳其享有99年的铁路修筑权、港口建设权和采矿权，虽然最后由于英、法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施，但依然开创了土耳其吸引外资的先河。

2006年以前，由于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10%以上，土耳其的外资利用状况一直不佳。1995～2004年，土耳其年平均外资利用额只有14亿美元。随着土耳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通货膨胀率的逐年下降，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投资信心不断上升，2007年，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猛增至220.47亿美元，达到近10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在土耳其本土的外资公司超过4000家，世界前200强企业半数以上在土耳其落户。2003～2007年，土耳其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568.48亿美元，工业领域吸收了其中的89.35亿美元；服务业领域吸收了384.4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旅游业。

四 进出口结构

随着土耳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土耳其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农产品和资源类初级产品的出口量大幅下滑，以汽车、纺织、旅游为代表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出口量大幅度上升。

2013年土耳其的商品出口构成中，制造业产品占77.7%，农产品占10.49%，矿石和金属占4.3%，食品占10.8%，其中汽车出口的比例最大，为12%。国际旅游服务收入占总出口金额的15.6%，是土耳其经济发展和外汇创收的主要推动力。高科技产品占制成品出口的1.8%，甚至低于2001年的3.9%。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占产品总出口量的1.7%，同样低于2001年的3.4%。土耳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不强，甚至有退步的倾向。

2013年土耳其的进口商品中，主要有矿产品、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等，分别占进口总额的22.9%、19.0%、12.4%、8.2%和7.7%。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及原料、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运输设备和矿产品等，分别占出口总额的18.3%、14.8%、13.8%、12.5%和7.4%。

五 主要贸易伙伴

2013年土耳其主要的进口贸易伙伴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6、中东15国、石油输出国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中东欧自由贸易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10国；主要的出口贸易伙伴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中东15国、石油输出国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东欧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一体化协会、南方共同市场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土耳其的进口总额为2516.61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518.03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超越欧盟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2013年，土耳其共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口了1260.50亿美元的商品，出口了718.69亿美元的商品。土耳其对中东15国、石油输出国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一体化协会、南方共同市场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出口与2012年同期相比呈负增长态势，分别为-17.6%、-19.6%、-0.8%、-0.7%、-2.1%和-17.0%。

2013年，土耳其从俄罗斯、中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伊朗、瑞士、法国进口了1276.68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从俄罗斯进口了250.87亿美元的商品，同比降低5.8%；从中国的进口额为247.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德国的进口额为242.44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占总进口的9.6%。其中，进口增长达10%以上的国家是瑞士（同比增长124.2%）、阿联酋（49.9%）、希腊（19.1%）、中国（16.0%）、德国（13.3%）和英国（11.6%）。

土耳其在2013年的出口总额为1518.03亿美元，其中德国是土耳其最大的出对象口国，对德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9%，为137.40亿美元，同比增长4.7%。伊拉克位于德国之后，是土耳其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占总出口额的7.9%，为119.8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土耳其第三大出口对象国是英国，出口总额为87.98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8%，同比增长1.2%。其次是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美国、阿联酋、西班牙、伊朗、中国、荷兰、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塞拜疆。其中，土耳其出口增幅超过10%的国家分别是中国（27.5%）、西班牙（16.9%）、阿塞拜疆（14.8%）和伊拉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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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1958年是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73～1975年是二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1980～1982年是二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1990～1991年是二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


 [22]
 现任土耳其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3]
 包括22家还未成型的国营企业和一个服务型企业。


 [24]
 这6个港口分别是黑海沿岸的萨姆松（Samsun）、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沿岸的巴勒克埃西尔（Balıkesir）、马尔马拉海沿岸的代林杰（Derince）、爱琴海沿岸的伊兹密尔（Izmir）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梅尔辛（Mersin）。


 [25]
 两座跨海大桥分别是博斯普鲁斯大桥和穆罕默德二世大桥。


 [26]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土耳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期望值并不高，它对2015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预期是3.1%，而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是4.0%，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经合组织对2015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为4.0%，对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是3.9%，经合组织对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也不甚乐观。


 [27]
 FAO，http：//www.fao.org/countryprofiles/index/en/？iso3=TUR.“Turkey，Forestry and Antalya”，Mediterranean Region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http：//www.efimed.efi.int/portal/events/annual_meeting/efimed_am_2010_-_antalya/turkish_forestry_and_antalya/.


 [28]
 小麦单价由每公斤18.8里拉下降到7.8里拉；棉花单价由每公斤79里拉下降到52.8里拉；羊毛单价由每公斤183.3里拉下降到95.8里拉。


 [29]
 由于涉及征收私人土地的问题，土地改革进展缓慢，直至1951年才分配了16.2万公顷土地。


 [30]
 其中小麦的产量增加了100%。


 [31]
 无人工灌溉，仅靠自然降水作为供水来源的农业生产，现代“雨养农业”的内涵有所发展，包括人工汇集雨水，实行补偿灌溉等。


 [32]
 Turkey，Forestry and Antalya，Mediterranean Region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http：//www.efimed.efi.int/portal/events/annual_meeting/efimed_am_2010_-_antalya/turkish_forestry_and_antalya/.


 [33]
 中国林业网，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map/sjly/Turkey/web/turkey01.html。


 [34]
 中国林业网，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map/sjly/Turkey/web/turkey01.html。


 [35]
 《土耳其的家具工业》，中国林业网，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s/238/content-514995.html。


 [36]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直至1924年，德国的私人资本仍占据土耳其外国资本总和的45.5%。


 [37]
 Caglar Keyder，The Definition of a Peripheral Economy：Turkey 1923-192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73.


 [38]
 1937年3月31日，土耳其政府以350万里拉购得埃雷利市的埃雷利公司，埃雷利公司拥有埃雷利市内的港口、码头设施所有权及查塔拉兹铁路线和宗古尔达克煤矿。


 [39]
 1934年4月17日，苏美尔工业银行和埃提矿业银行才在财政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始履行职能。到了30年代末，苏美尔工业银行控制了全国100%的铁制品生产，80%的钢制品生产，35%的人造丝生产及55%的水泥生产；埃提矿业银行则控制了全国所有的煤矿和铜矿，半数以上的铬矿和硫黄矿。


 [40]
 托普拉斯石油公司是土耳其国内最大的石油企业，原油加工能力为2810万吨/年，目前拥有土耳其约59%的石油产品储备。私有化之后的托普拉斯石油公司，约51%的股份持有者是土耳其最大的企业科克公司，另外49%在伊斯坦布尔证交所公开上市。


 [41]
 提克勒（Tekel）烟草公司是土耳其最大的烟草公司，全名是“烟草、烟制品和烟酒企业总董事会”，1993年之前占据土耳其烟草市场的100%，随着埃尔多安加大私有化的力度，2006年在土耳其烟草市场的占有率已下降到40%。


 [42]
 “3T”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度（Tolerance）。纺织染整技术是一种产业范围内的合作模式，是对纺织材料进行以化学处理为主的工艺过程，染整同纺纱、机织或针织生产一起，形成纺织物生产的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结合消费需求，由小型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中大型企业负责生产，是一种基于技术开发、技术智能和技术传播的合作模式，以迫使“3T”的合作商不断创新，以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增强自身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43]
 白色家电主要指可替代人工的家用电器，如洗衣机、部分厨房电器、空调、冰箱等。


 [44]
 土耳其民营管理部门持有土耳其航空公司49.1%的股份，其余股份为公众持有。


 [45]
 截至2014年7月，土耳其的家庭网络接入率已经达到60.2%。


 [46]
 截至2014年7月，土耳其的固定电话数量减少到13010147部，移动电话数量增加到70791075部。


 [47]
 沃达丰是世界第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2005年收购了土耳其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Telsim，2009年收购了土耳其勃鲁森电信（Borusan）。


 [48]
 1939年商务部成立后，旅游局更名为旅游管理局，1949年后再次更名为出版与旅游总理事会，2003年成立文化与旅游局。


 [49]
 数据引用截至2012年12月。


第五章 军事

第一节 概述

一 建军简史

土耳其武装部队是土耳其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总称，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在战争时期可以将隶属内政部的宪兵总队和海岸警卫队纳入麾下。土耳其官方认为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前身是成立于1920年5月3日的大国民议会武装部队。土耳其军队胜利日为8月30日。

土耳其陆军负责土耳其的陆上军事行动。1920年11月8日，凯末尔组建大国民议会陆军，这成为土耳其陆军的前身。1949年7月1日，土耳其正式组建土耳其陆军，它的箴言为“祖国安宁，世界和平”，纪念日为6月28日。土耳其官方认为土耳其军队是由冒顿单于在公元前209年建立的，它的现代历史则以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为开端。土耳其官方采信这一说法大致经过以下过程：1963年6月28日，土耳其军队以奥斯曼禁卫军的前身彭奇克军团（Penchik Corp）于1363年6月28日建立为由而庆祝其建军600周年；同年，泛突厥主义者尼哈尔·阿特瑟兹（Nihal Atsız）提出土耳其军队是由匈奴冒顿单于在公元前209年成立的观点；1968年，土耳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耶尔马兹·厄兹图纳将此观点提交给时任总参谋长杰马尔·图拉尔；1973年，土耳其军队庆祝建军610周年之际，尼哈尔·阿特瑟兹重申了自己的观点；1980年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军方最终接纳了他的提议，将6月28日定为土耳其陆军的纪念日。

土耳其海军负责土耳其的海上军事行动。1920年7月10日，凯末尔建立了海军事务总署，这被视为土耳其海军的前身。1949年7月1日，土耳其正式组建土耳其海军，其箴言是“时刻准备着”，海军纪念日定为9月27日，总部设在安卡拉。土耳其官方认为土耳其海军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081年9月27日，其时第一支土耳其军舰航行到爱琴海，以后又经历14世纪的安纳托利亚贝伊舰队（Anatolian Beyliks）以及奥斯曼帝国海军等发展阶段，可谓历史悠久。

土耳其空军负责土耳其的空中军事行动。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成立空军支队，这被视为土耳其空军的前身。1944年1月31日，土耳其成立空军司令部，属于军团建制。1949年7月1日，土耳其正式组建土耳其空军，空军纪念日为6月11日，总部设在安卡拉。土耳其空军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在1911年6月11日成立的空中部队。就规模而言，土耳其空军在北约国家中列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之后，排第三位。

从突厥部落时期到塞尔柱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一直以能征善战而著称。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著名的禁卫军让所有欧洲人闻风丧胆，然而到帝国晚期时传统军队已无法跟上西方军事科技发展的步伐，因而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建立新军，但最终仍无法摆脱帝国被入侵、军队被解散的命运。1920～1923年，土耳其军队在东线与俄国和亚美尼亚军队作战，在南线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军队作战，在西线同希腊军队作战，其中加里波利战争是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事。

经历过帝国的解体和战争的洗礼，土耳其在二战中尽量保持中立，因而没有派军队参与实质性的军事冲突。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土耳其派出一个步兵旅参加了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在战争中伤亡众多。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加入北约，同年在伊兹密尔成立东南欧联合陆军，现在改名为东南欧联合司令部。土耳其自1953年加入北约基础设施计划以来，为其贡献了3.4亿美元，也从中得到了52亿美元的回报。

1974年7月20日，根据和平保证国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于1958年和1959年分别在苏黎世和伦敦达成的国际协议，土耳其对希腊准军事集团——国家自由战士组织在塞浦路斯岛发动的政变进行干涉，并且与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平军队及爱琴海军队一道维持土耳其在岛上的军事存在。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土耳其军队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集团的冲突不断，其中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东南部，尤其是第一军团驻扎的开塞利，第二军团驻扎的博卢以及第三军团（即海军两栖旅）驻扎的伊兹密尔/佛卡，这些部队被授予“土耳其武装部队卓越勇气勋章”。与此同时，土耳其也积极参与北约领导的“和平支持行动”，其中既包括军事行动也包括非军事行动。

二 国防政策

土耳其的国防政策具体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致力于减少国际冲突，提供公正和持久之和平；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危机和冲突爆发；积极参与各种集体防御体系并切实履行职责。土耳其国防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是凯末尔提出的“祖国安宁，世界和平”，基本原则则是“维护国家的宪法秩序免受各种内外威胁，确保国家的存在和统一，并且享有国际舞台上所有正当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权益”。

土耳其的国防政策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该委员会由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总理、总参谋长、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司法部部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表明军队对于土耳其政治和决策的重要影响力。军队参与制定的决策不仅涉及安全和防卫问题，也涉及国家政治问题。土耳其共和国由军队精英创建，因而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在1960年政变和1980年政变之后短暂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军队之所以能干涉政治是因为它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共和国建立初期，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定义是地理决定论的，即“惧怕遭遇抛弃，惧怕领土丧失”，而外交部对安全的理解也是“确保人民生存，保护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统一”。

由于土耳其处于中东、巴尔干、高加索、地中海和黑海等复杂且不稳定的地区，因而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的国防政策。土耳其一直致力于构建有助于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安全、团结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的防卫政策。土耳其的区域军事合作包括：1934年同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巴尔干协约国；1937年同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达成《萨达拜德公约》；1954年同希腊和南斯拉夫达成《巴尔干公约》；以及1955年同英国、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达成《巴格达公约》；等等。

冷战时期，北约成员国地位决定了土耳其的防卫政策。为了反对华沙条约集团，土耳其负责保卫盟国的南翼，并履行北约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冷战结束标志着土耳其的安全问题也由以外部威胁为主转变为以内部威胁为主。1992年，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土耳其两大安全隐患。1997年，国家安全政策更是明确将“倒退的伊斯兰主义和库尔德分裂主义”视为国家内部最大的威胁。

此外，土耳其防卫政策的制定也与周边地区众多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有关。作为欧盟的邻国，土耳其是这些寻求庇护之人和难民的重要过境国，因而也为土耳其带来大量的安全问题。为此，土耳其积极与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


土耳其与北约
 1950年，土耳其加入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并派兵进入朝鲜战场。1952年，土耳其成功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后，北约成为土耳其制定防卫政策的基石。冷战期间，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负责守卫盟国的南翼，冷战后虽然根据国际形势改变了防卫政策，但是北约在土耳其新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土耳其已经成为北约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并且因其扼守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等欧亚大陆核心地区而战略地位凸显。

土耳其积极支持北约制定的政策，如支持北约同联合国和欧盟的合作、北约扩大进程和开放政策、建立北约—俄罗斯委员会以及加强北约与乌克兰的合作等。此外，土耳其还积极参与北约的行动和特派团。据土耳其外交部统计数据，土耳其已经有超过十万名军人、观察员和顾问参与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在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土耳其作为观察员国参与联合国特派团的行动。土耳其派遣300名士兵参与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此外，自1995年以来，土耳其还加入北约、联合国和欧盟派驻巴尔干的特派团，并积极参与特别行动执行部队、联合保护稳定部队和科索沃部队开展的行动等。此外，土耳其还参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行动，该行动于2001年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2003年领导权移交给北约。该行动的目标是要通过援助阿富汗政府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土耳其提供了人力和资金支持，对此次行动贡献颇大。在北约获得领导权之前，土耳其从2002年6月到2003年2月领导这次任务，之后在2005年2月到8月间再度行使指挥权。土耳其承担的一个最重要使命是负责训练阿富汗部队，使之能实现保障国家安全的目的。截至2011年1月，土耳其有2350名军人参与了北约领导的行动和训练任务。


土耳其与美国
 美国在二战后一跃成为全球大国。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美国随之成为土耳其的头号军事和战略合作伙伴，土美军事关系发展也与北约的行动和使命交织在一起。两国的伙伴关系可以追溯至1947年，土耳其在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获得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当时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被用来监控苏联的动向，直到冷战结束后才被视为应对中东地区突发状况与危机的基地。1960年之前，U2间谍飞机经常从位于阿达纳省的英吉利克空军基地起飞，该基地距离地中海只有56公里，是对伊拉克北部和中东地区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位于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省的匹林奇里克空军基地在被关闭之前也曾是监测苏联的前沿哨站。

由于土美两国在毒品危机和塞浦路斯问题上产生分歧，美国从1975年到1979年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危机之后，两国的军事关系解冻并不断深入发展。“9·11”事件之后，两国军事关系中又增加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项目，土耳其在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划”中起重要作用。2003年，由于土耳其拒绝美国军队经由土耳其入侵伊拉克北部，土美关系开始动摇。2006年，土美签署《战略远景文件》，强调双方的军事伙伴关系在打击恐怖主义、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维护和平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上的重要性。


土耳其与欧盟
 1993年，欧盟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目标，随后又通过修订《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里斯本条约》而将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确立为目标。通过这一政策，欧盟不仅希望成为全球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还希望成为军事中心。尽管此目标与欧洲最重要的防卫和安全组织——北约不兼容，但欧盟仍然希望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民事上掌握危机管理权。

土耳其对“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土耳其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二是土耳其在北约中属于第二大军事强国；三是土耳其军队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和执行联合国特派团任务中都有丰富的经验。此外，对于北约的积极参与者和致力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而言，加入欧盟主导的安全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

土欧之间的军事、防卫和安全关系可以追溯至1992年，土耳其成为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的准成员国，该组织是欧盟防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欧联盟可以使用北约的资产，而非欧盟北约成员国需经过批准才可使用。2002年欧盟召开的布鲁塞尔峰会达成《安卡拉文件》，对非欧盟北约国家参与“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的条件加以规定。该文件为北约和欧盟进行战略合作铺平了道路，而2004年召开的北约伊斯坦布尔峰会更是对以上合作加以确认。此次峰会认为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有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开展合作，等等。该峰会的另一成果是推动土耳其在欧盟领导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和行动中做出较大贡献。此外，土耳其也参与了欧盟在马其顿和刚果采取的维和行动和联合国特派团的行动。虽然土耳其参与了“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但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对土耳其和欧盟防卫部门开展的合作表示反对。为应对这种反对，2010年北约召开里斯本峰会，宣布像土耳其这样的非欧盟北约成员国也有必要参与到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中。

对于土耳其的入盟请求，欧盟经常对土耳其军队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持批评态度，认为军队权力过大导致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缓慢。为此，土耳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了国家安全法院，取消在东南部的紧急戒严令，不断减少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然而，根据欧盟对土耳其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要求，土耳其军队还需推行更多的改革。


土耳其和周边地区
 除了参加北约、联合国和欧盟的行动外，土耳其还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土耳其是该地区三个重要区域安全组织的成员国：东南欧国防部长级进程，东南欧多国和平部队和黑海海军合作行动组。东南欧国防部长级进程成立于1996年，创始成员国包括土耳其、美国、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克罗地亚、乌克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黑山，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为观察员国。该组织的行动议题包括保护边界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国防工业合作以及建设东南欧模拟网等。2003～2005年，土耳其担任该组织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国。在东南欧国防部长级进程的推动下，东南欧多国和平部队于1998年建立，其目的是维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并推动东南欧各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该组织成员国包括土耳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马其顿、罗马尼亚和乌克兰。黑海海军合作行动组由黑海沿岸国家于2001年成立，其目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秩序，促进地区合作。

三 军事战略

土耳其的军事战略包括威慑、危机管控与干预、前沿防御和集体安全四方面内容。

第一，威慑。土耳其军事战略的基础是维持一支军事力量，对周边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导致的风险和威胁施加威慑影响。

第二，危机管控与干预。凡涉及土耳其安全之危机，土耳其除积极运用外交、经济和其他管控原则和平解决外，必要情况下还将动用武装部队以减少冲突，避免使之演化为武装冲突甚至侵略。对于联合国和盟友为解决地区冲突所达成的政治决议及所做的国际努力，土耳其武装力量始终给予支持，并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任。

第三，前沿防御。面临外部侵略时，土耳其武装部队会尽快确定侵略范围，采取措施抵制侵略，开展前沿防御。

第四，集体安全。积极参加北约和西欧联盟等国际和地区性组织、谋求加入欧洲安全与防卫认同组织是土耳其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除根据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向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派遣军事力量外，土耳其武装力量还提供合作、技术援助和军事科目培训等，这是土耳其集体安全观的必然要求。

为符合以上军事战略，土耳其将建立一支强大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军事力量视为21世纪土耳其国防战略的基础。

四 军衔与兵役制度

土耳其军官军衔分为3等11级：将官4级（上将、中将、少将、准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士兵军衔分为3级：军士长、上士和中士。

土耳其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20～41岁的男性公民都必须服兵役，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不健康者例外。女性公民无法成为义务兵，可以成为军官，但必须以此为职业并且报考军事院校。年满20周岁但仍然在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的男性公民可以推迟服兵役，在完成学业后再履行义务。

服兵役的期限根据身份分为以下类别：15个月士兵（小学和高中毕业生）；12个月预备役军官（大学毕业生）；6个月短期士兵（获得大学学士学位并未被征为预备役军官者）。在国外居住三年以上的土耳其公民若支付一定外汇则可免服全职兵役，只需接受三周军事训练即可，支付外汇需10000德国旧马克。此外，当总参谋部认为军事预备力量已超过规定数量后，各地居民也可以通过参加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代替服兵役。其中也有例外，如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后，为帮助城市重建和经济复苏，通过支付金钱以代替服兵役在当年也被接受。

持有双重国籍者必须服兵役，除非放弃土耳其国籍。放弃国籍免服兵役需符合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必须拥有另一国国籍；第三，不是通缉犯；第四，不欠税、不犯法。

五 军事开支

目前，获得土耳其军事开支信息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北约发布的成员国军事开支年度报告；二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事开支数据库。为了便于对土耳其军事开支进行统计，特将提供土耳其军事开支信息的机构按照信息透明度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线公开开支信息的机构，如国防部及其下辖的总参谋部以及陆、海、空军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海岸警卫队司令部，国防工业部，等等；第二类是部分公开开支信息的机构，如国防工业支持基金、土耳其机械和化学工业总公司、乡村警卫队（Village Guards）、特勤、军事研发机构等。土耳其军事开支情况见表5-1。

表5-1 土耳其军事支出（20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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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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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土耳其国防部和其他负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机构获得拨款182亿里拉，占整个年度预算的11.1%。其中，国防部预算占整个年度预算的5.2%，较2011年的5.4%略有下降。公共秩序和安全处预算为1910万里拉，较2011年增长30.4%。安全事务总署预算为121亿里拉，较2011年增长14.6%，占2012财年总预算的3.5%。

从1988年到2004年，土耳其的军事开支大都超过了当年的教育支出。2011年底新颁布的《审计法》要求公开军事开支，并对军事开支进行监督，但是很难做到，因为除国防部、宪兵司令部、海岸警卫队司令部的数据可以很容易通过财政部网站获得之外，国防工业支持基金、土耳其机械和化学工业总公司、乡村警卫队以及那些既未经立法程序审议又未经公众许可的基金会或者外国信贷机构的军事开支很难获得。此外，隶属土耳其武装部队基金会的16家国有军工企业的预算信息也很难获得，即便是审计师按照《审计法》也无法对这些公司进行检查。

第二节 国家安全机制与安全观

一 国家安全机制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是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统通过国防部和总参谋长对全国武装力量实施领导和指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最高国防决策机构，由总统任主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为武装力量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理、总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司令以及宪兵司令组成。国防部是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总参谋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土耳其武装力量由正规军、预备役和准军事部队组成。

部长理事会对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的国防事务进行负责，不过只有大国民议会有权宣战、向海外派兵或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土耳其。国防部部长负责执行部长理事会制定的安全政策。总参谋长由总统任命，并向总理负责，职责是掌管武装部队、进行战争准备以及开展军事行动等。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国防问题进行讨论，基本任务是制订战争动员计划、国家军事政策和讨论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最高军事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任务是讨论和决定土耳其武装部队各级军官的任免和调动、晋升和退休、国防费用的计划和分配、军队编制和军法军纪等问题。内政部部长负责确保公共治安，其中城市中的警察、地方的宪兵卫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的任务是保障公共安全。

根据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118条，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目前成员包括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总理、总参谋长、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司法部部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员以及宪兵司令。总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防安全政策的规划、制定与执行向部长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根据1982年宪法第112条，部长理事会要向大国民议会负责确保土耳其部队的安全、训练和行动准备。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两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可由总理提议或者总统召集开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可以参加会议，但没有投票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由总统设定，总理和总参谋长的提议也可以在议程中予以采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由多数票选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呈送给总统和总理，并由部长理事会进行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对部长理事会具有建议作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早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被军方掌控。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部长理事会的“建议”往往都是土耳其军事将领下达给政府的军事命令。政府根据这些“建议”准备立法，而议会则会迅速予以批准。直到2007年，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再次赢得大选，削弱了军方对于土耳其国家行政事务的影响力，国家安全委员会才真正开始被文官政府控制，成为给政府建言献策的机构。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使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协调国家安全问题、促使政府和军方对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展开行动的机构。

二 安全观与面临的安全威胁

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带来的新世界秩序引发传统安全观的变革。进入21世纪，传统的安全威胁以新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区域和族裔冲突，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远程导弹的扩散，宗教极端主义，毒品和武器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等等。土耳其位于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该地区的新威胁和新风险层出不穷，同时还是全球大国利益交织的地方。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位置决定了它的安全观及安全政策，即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从而促进本地区及更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建国家战略安全观以影响周边国家，提升地区大国平衡能力，以及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推动地区合作进程等。

具体而言，土耳其面临的主要内部威胁是库尔德工人党与安全部队的武装冲突，外部威胁是塞浦路斯问题和爱琴海争端，这些问题迄今仍未解决。

（一）库尔德工人党与安全部队的武装冲突

自建国后，土耳其爆发了数次库尔德人的叛乱，但是库尔德工人党与安全部队的武装冲突则是最新一波，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时，多数库尔德政治组织并没有武装，直到1978年，阿卜杜勒·厄贾兰及其成员宣布成立库尔德工人党。1980年，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后成立军政府，随后推行“铁拳”政策，取缔了大批库尔德组织。不过，库尔德工人党的力量却不断壮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军政府统治时期在监狱里遭受折磨的前库尔德组织成员在获释后纷纷加入库尔德工人党。

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此后十余年里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的冲突不断加剧并几乎演变成一场内战。在冲突期间，土耳其多次越过伊拉克边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双方的冲突造成4万多人死亡，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的6个城市被置于国家紧急控制下，上万人背井离乡，侵犯人权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厄贾兰被捕之后，双方冲突进入了新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转变了策略，其目的从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转变为与土耳其政府建立同盟，并通过社会改革获得库尔德身份认同。土耳其政府也改变了对库尔德人的政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政府否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而从21世纪初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库尔德人的各种文化权利。土耳其政府希望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以及解散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二）塞浦路斯问题

1960年之前，塞浦路斯属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末，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族发表声明称希望加入希腊，而岛上的土耳其族则希望将塞浦路斯岛分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部分。随后英国、土耳其、希腊以及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代表召开多次会议，最终在1960年宣布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然而，塞浦路斯共和国建立不久，土耳其族和希腊族就爆发暴力冲突。1964年，土耳其试图对塞浦路斯争端进行干预，但遭到时任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措辞严厉的指责。然而，两大族裔的暴力冲突事件仍然不断升级，希腊军政府支持该岛发动军事政变后，土耳其也于1974年对该岛采取军事行动。此事件之后，美国宣布对土耳其进行武器禁运，希腊军政府也很快下台，然而希腊和土耳其从1974年到1980年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80年，土耳其爆发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198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单方面宣布独立，不过“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一直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83年后，双方举行多次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终，2004年4月24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起草了一份关于塞岛统一方案，为解决争端要求双方对塞岛统一进行公投。土耳其族人以65%的赞成票支持塞岛统一，而希腊族人则以75%的否定票拒绝该方案。2004年5月1日，塞浦路斯在未能解决岛内争端的情况下加入欧盟。虽然岛上的希腊族领导人和土耳其族领导人仍然在不断协商，但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自2006年以来，土耳其的入盟之路因塞浦路斯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而遭遇重大阻碍。

（三）爱琴海争端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爱琴海争端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领海争端、大陆架争端、空域管辖权争端和岛屿的军事化争端。

第一，领海争端。目前，土耳其和希腊在爱琴海的领海都向外延伸6海里。然而，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希腊宣布将领海延伸至12海里。土耳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因而宣称该公约对它没有法律效力，而且12海里指的是任何领海可以延伸的最大限度，然而爱琴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域，并不适用于这一规定。1995年6月9日，土耳其宣布希腊的单方面行动可能构成开战的理由。

第二，大陆架争端。1973年，希腊宣布在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海岸发现石油后，土耳其也宣称在爱琴海东部拥有勘探权，并出版了一本标明土耳其大陆架权利边界的地图。自此，大陆架成为两国争端的一个主要问题。土耳其认为爱琴海的海底是安纳托利亚大陆延伸出去的，而希腊则称应将整个希腊群岛都考虑在内，因而希腊的大陆架应该延伸至希腊群岛和土耳其之间的中间线上。这样，希腊的大陆架将会占据大部分爱琴海。1976年，该争端使两国走向武装冲突的边缘，希腊向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庭上诉，但有关争议仍未能得到解决。

第三，空域管辖权争端。1952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授权希腊监管爱琴海。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土耳其空军颁布航行通告，要求所有接近土耳其领空的飞机都应向土耳其告知其航线和航班。希腊随后宣布爱琴海空域是“危险飞行区”。1980年，两国将各自的航行通告撤销。然而，土耳其军事飞机在10海里领空和6海里领海之外飞行仍然存在困难。双方的喷气式战斗机经常展开空中格斗，近年来已经导致多次空难事故。

第四，岛屿的军事化争端。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爱琴海的众多岛屿都要“去军事化”。然而，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期间，希腊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利重新将爱琴海的一些岛屿军事化。1975年，土耳其建立了爱琴海部队，这支部队是土耳其唯一不隶属于北约组织的部队。虽然两国的爱琴海争端还未解决，但近年来土耳其入盟进程的加快促使双方关系有所缓和，该争端有望通过欧盟来解决。

第三节 军队组织系统与国防工业

冷战结束后，高加索地区、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不断凸显的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种族清洗、武器扩散，以及宗教极端保守主义等问题都给土耳其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土耳其武装力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要应对传统的战争威胁，更要为国际维和、危机管控、人道主义援助、自然灾害援助、利用有限武装力量打击恐怖主义等活动时刻做好准备。为适应新的安全形势，土耳其武装力量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支能够完成各种任务的快速和灵活反应部队、购置和研发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系统，以及掌握大量先进技术，以实现在全天候条件下从指挥控制、早期预警、电子战、前方武器弹药供给到作战能力的全面提升。为此，土耳其武装力量推行军事现代化战略，削减部分陆军军力，大力推动海军和空军现代化改革，使之满足现代国防形势的需要。

土耳其武装力量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在和平时期，作为国内安全力量的国家宪兵总队和海岸警卫队隶属于内政部管辖，而在战时宪兵总队由陆军司令部管辖，海岸警卫队由海军司令部管辖。土耳其武装部队最常用的武器装备和系统来自美国，其他的主要武器供应商包括德国、以色列、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土耳其武装部队规模庞大，并且拥有一支以美式战斗机为主的强大空中力量。目前，土耳其是北约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也是世界第八大军事力量。

一 军力

土耳其军事力量情况如下。
 
[1]




陆军
 2008年时，土耳其陆军人数为40.2万人，是北约第二大军队。陆军司令部由四大野战军司令部、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后勤司令部、土耳其军事学院、陆军航空司令部和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平部队司令部构成。

土耳其陆军包括4大野战军、9大兵团、1个步兵师、2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装甲师、1个训练师、11个步兵/摩托化步兵旅、16个机械化步兵旅、9个装甲旅、5个特种兵旅、1个陆军航空旅、2个炮兵旅、5个训练旅和1个人道主义援助旅。

土耳其陆军第一野战军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隶属部队大多部署在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上，职责是保卫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科贾埃利半岛。第二野战军总部设在马拉蒂亚，隶属部队部署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职责是防卫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方面的威胁。第三野战军总部设在埃尔津詹，隶属部队部署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职责是保卫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国接壤的土耳其东部和东北部的安全。该地区面临的危机众多，因而土耳其大部分的装甲部队、机械化部队和突击部队部署在该地区，以便对发生在边界地区的任何威胁展开迅速行动。第四野战军（即爱琴海陆军）总部设在伊兹密尔，用于解决土耳其与希腊日益增多的摩擦与冲突，职责是保护从达达尼尔海峡到塞浦路斯岛之间的爱琴海海岸的安全，确保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的开放。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平部队由爱琴海陆军指挥。

2008年，土耳其陆军的武器装备如下。

主战坦克：M-48A5T1型和M-48A5T2型2876辆、M-60A3型658辆、M-60A1型274辆、“豹”1A1型170辆、“豹”1A3型227辆。

装甲侦察车：若干辆。

步兵战车：280辆。

装甲输送车：AAPC型805辆、M-113型2813辆。

牵引火炮：共912门，其中150毫米62门、155毫米688门、203毫米162门。

自行火炮：105毫米388门、155毫米168门、175毫米36门、203毫米228门。

火箭炮：1842门。

反坦克导弹：“眼镜蛇”186具、“陶”式365具、“米兰”392具。

无后坐力炮：57毫米923门、75毫米617门、106毫米2329门。

高射炮：20毫米439门、35毫米120门、40毫米1125门。

各型飞机：“塞斯纳”-421型3架、美制“特技”式34架、B-200型4架、T-42A型4架、U-17B型98架、T-41D型25架。

武装直升机：37架，美制AH-lW/P型“超眼镜蛇”式。

运输直升机：意制AB-204B型12架、AB-205A型64架、AB-206型10架、AB·212型2架、法制AS-532UL型“超美洲豹”式18架、H-300C型28架、美制OH-58B型“印第安种马”式3架、S-70A型9架、UH-IH型94架。

无人驾驶机：若干架，加拿大制CL-89型、英制“蚊讷”-750型。

地空导弹：“毒刺”108部、“红眼睛”789部。


海军
 2008年，土耳其海军人数有5.1万人（含海军陆战队3100人）。海军司令部下设舰队司令部（驻格尔居克）、东北地中海司令部（驻安卡拉）、北部地区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司令部（驻伊斯坦布尔）、南部地区和爱琴海司令部（驻伊兹密尔）、黑海司令部（驻埃雷利）、地中海司令部（驻梅尔辛）以及海军训练和教育司令部。

土耳其海军的武器装备如下。

潜艇：“阿蒂莱伊”级6艘，德制209型，水面排水量l100吨/水下1285吨，装备533毫米鱼雷发射管8具。“查纳卡莱”级5艘，装备MK37重型鱼雷。“希泽尔雷斯”级2艘，装备MK37重型鱼雷。“普雷维泽”级2艘。

驱逐舰：“尤斯蒂普”级3艘，装备3联装反潜鱼雷发射管2座，双联装127毫米舰炮2门，8联装“阿斯洛克”式反潜导弹发射装置1座，2艘装备“鱼叉”式反舰导弹。“阿尔齐特佩”级2艘，装备8联装“阿斯洛克”式反潜导弹发射装置1座，3联装反潜鱼雷发射管2座，双联装127毫米舰炮1门。

护卫舰：“援助”级8艘，美制“诺克斯”级，满载排水量4200吨，装备8联装“阿斯洛克”式反潜导弹发射装置1座，反潜鱼雷发射管4具，“鱼叉”式反舰导弹数枚，127毫米舰炮1门。“亚维兹”级4艘，标准排水量2509吨/满载2784吨，装备3联装324毫米反潜鱼雷发射管2座，8联装“海麻雀”式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1座（装备意制“螟蛇”式舰对空导弹24枚），4联装“鱼叉”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座，127毫米舰炮1门，AB-212型直升机1架。“贝尔克”级2艘，装备3联装反潜鱼雷发射管2座，美制“豪猪”式深弹发射装置2座。“巴巴多斯”级2艘，装备4联装“鱼叉”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座，“海麻雀”舰对空导弹8枚，127毫米舰炮1门，324毫米鱼雷发射管6具，AB-212型直升机1架。

导弹快艇：“苍鹰”级8艘，装备4联装“鱼叉”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座。“鹰”级8艘，装备“企鹅”-2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4枚，533毫米鱼雷发射管2具。“星”级2艘，装备4联装“鱼叉”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座，76毫米舰炮1门。

坦克登陆舰：“奥斯曼加斯”级1艘，载士兵980名，坦克17辆。“埃尔图格卢尔”级2艘，可载士兵400名，坦克18辆。“族手”级2艘，可载士兵200名，坦克16辆。“萨鲁查贝伊”级2艘，可载士兵600名，坦克2辆。“卡加贝”级1艘，可载士兵400名，坦克9辆。

登陆艇：共59艘，其中坦克登陆艇35艘、多用途登陆艇2艘、机械化登陆艇22艘。

巡逻艇：31艘。

布雷舰艇：3艘。

反水雷舰艇：26艘。

辅助舰船：27艘。

土耳其海军航空兵拥有直升机24架，其中意制AB-212型攻击直升机14架，意制AB-204AS型反潜直升机3架，TB-20型教练直升机7架。

土耳其海军陆战队有3100人。


空军
 2008年，土耳其空军人数为6万人。空军司令部下设2个作战空军司令部（分别驻埃斯基谢希尔和迪亚巴克尔）、1个运输司令部、1个训练司令部和1个后勤司令部。土耳其空军拥有17个战斗中队、2个侦查中队、6个训练中队、6个运输中队、1个加油机中队和8个地对空导弹中队，拥有作战飞机989架，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土耳其海军的武器装备如下。

战斗机和攻击战斗机：F-16C型149架、F-16D型26架、F-5B型87架、F-4E型139架。

侦察机：RF-4E型39架。

空中加油机：KC-135型2架。

运输机：C-130型13架、KC-135R型7架、C-160D型19架、CN-235型44架。

专机：2架。

教练机：SF-260D型38架、T-33型34架、T-37型60架、T-38型70架、T-41型28架。

直升机：UH-IH型21架。

地空导弹：“奈基”92部、“轻剑”86部。


预备役部队
 2008年有37.87万人（41岁以下），其中陆军25.87万人、海军5.5万人、空军6.5万人。


准军事部队
 2008年有18.22万人。宪兵和国民警卫队共18万人（其中预备役5万人），装备装甲输送车560辆，直升机56架。海岸警卫队0.22万人，装备近岸巡逻艇64艘、运输机2架。


驻外兵力
 2008年，土耳其驻塞浦路斯1个军，约3.3万人。装备有坦克282辆、装甲输送车250辆、牵引火炮170门、自行火炮26门、迫击炮307门、高射炮84门、飞机3架、直升机4架。另有兵力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外国驻军
 2008年，土耳其驻有北约盟军东南欧陆军司令部和第6战术空军司令部。英国驻土耳其空军约230人，飞机7架（“旋风”6架、VC-10型1架）。美军驻土耳其1442人，其中陆军22人、海军20人、空军1400人，编有1个飞行联队，拥有的机型包括F-16、F-15C、KC-135、E-3B和E-3C、C-12、HC-130、HH-60。

二 军事教育和训练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和国内安全，土耳其武装部队以“时刻为战争准备”的思想指导军事教育和训练。土耳其武装部队根据以往进行的军事行动、联合军演和各种危机处理的经验制订了详细的训练计划，目的是使参加训练的官兵能够了解最新的军事技术、有效地掌握最新的武器装备和系统。

土耳其武装部队训练体系兼具训练和教育功能，目的是使所有参与训练的军官、士官、文职人员和战士等都能掌握相关技能，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军事职责。

土耳其武装部队中普通军官的训练由陆、海、空军军事学院分别组织。普通军官在军事学院通常需要接受为期四年的学士教育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军官掌握战术、军事技术和行政活动所需的各项技能，遵守军事纪律，学习科学文化，并获得今后继续接受特殊教育和训练的能力。1992年之后，女生也可以在军事学院接受教育。

军事学院提供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以下专业：陆军军事学院开设的“系统工程”专业；海军军事学院开设的船舶制造和机械工程等专业；空军军事学院开设的航空、工业工程专业；各类军事学院普遍开设的电子学、计算机专业；等等。

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军官可以在相关的陆、海、空军军事分院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培训期从九个月至两年不等，毕业后可获得这些学院授予的少尉军衔，并将成为部队指挥官、小型舰队/军舰的指挥员、部队长官或者飞行员的候选人。军官分配到相应的部队、总部和机构后仍然要不断接受在岗培训，参加军队组织的预定课程。

战争学院是土耳其军方进行军官培训和教育的最高水平的机构，其宗旨仍然奉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思想，“军队的力量以将军和军官的价值来衡量”。战争学院隶属于土耳其总参谋部，所培训和教育的对象大多具有将军和参谋头衔，学院负责培养他们在联合指挥部队开展管理行动的技能。此外，战争学院还负责对军队、行政机构高级别官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获得关于国家安全的知识。同时，战争学院还负责就战略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

战争学院由以下五个学院组成：国家安全学院、武装力量学院、陆军战争学院、海军战争学院和空军战争学院。所有从军事院校毕业并表现优秀的军官都有资格报名参加战争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最多只有六次机会。通过考试的军官首先在各军种分校参加入学准备课程，随后才能在战争学院接受进一步教育。所有完成入学准备课程的人员都会成为战争学院的参谋候选人。经过两年训练后，这些候选人将由土耳其总参谋部批准成为正式参谋。

土耳其居尔汗军事医学院同样隶属于土耳其武装部队，负责为部队培养医生和卫生人员。除专业军事院校外，土耳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高等学府也被纳入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培训计划，大学生尤其是技术专业的学生也可应召入伍。

土耳其已经同世界上九十个国家签署了军事培训协议。此外，土耳其和北约也签署协议，双方互相提供军事教育和培训机会。在这些协议框架下，1999～2000年，27个国家的142名军事人员赴土耳其的各个训练中心接受培训，与此同时土耳其也派遣大量军事人员赴友好国或者同盟国接受教育和培训。

三 国防工业

在共和国早期，土耳其政府为满足基本的武器和弹药需求对大量军工企业给予支持，但由于经济和工业实力的弱小而未能制造出精密的武器。二战后，土耳其开始大量依靠北约的援助和贷款发展现代军事工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对土耳其进行武器禁运后，土耳其试图减少对国外武器的依赖，降低在关键军事装备上的进口率，开启了土耳其轻型武器和火炮的大规模国产化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开展了广泛合作，并且初步发展了现代国防工业。

1985年，土耳其设立新机构——国防工业发展与支持局（后改名为国防工业部），以推动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该机构资金来自国防工业支持基金。国防工业部开展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合资和联合生产，而且外方合作伙伴必须接受补偿条款，例如承诺购买部分产品、零件或者在土耳其生产的其他商品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土耳其国防工业已经拥有110家企业，职工5万余名，其中大部分企业为国有企业，还有1000多家企业作为分包商参与到国防工业之中。土耳其最大的武器制造商是隶属于工业和贸易部的土耳其机械和化学工业总公司，目前该公司拥有职工1.2万名，负责为土耳其武装部队提供轻型武器（包括M-3、MG-3步枪和德国设计的机枪）、弹药和爆炸物等，同时负责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制造。

成立于1988年的土耳其火箭工业公司是土耳其最大的火箭推进系统和导弹制造商，并且参与“欧洲联合生产毒刺导弹”国际项目。该公司还与美国的林—特姆科—沃特公司（LTV）合作生产多管发射火箭系统。

土耳其阿塞尔散军事电子公司主要负责生产通信设备和电子战系统。该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隶属于军队相互援助协会，拥有生产美制背负式和车载战地收音机和语音扰频器的许可证。该公司还为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F-16战斗机提供惯性导航系统和火控系统，并且为毒刺导弹生产组件。

和平玛瑙项目是土耳其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国际合作生产项目。该计划于1984年启动，标志着土耳其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和平玛瑙一期计划中，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1987年到1995年共联合生产152架F-16战斗机并交付空军使用。在和平玛瑙二期计划中，两大公司在1996年计划启动时已经交付80架F-16战斗机，2002年计划结束时共生产240架F-16战斗机。其中80架战斗机的经费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提供的25亿美元基金，目的是换取土耳其在海湾战争中的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拥有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49%的股份。2006年12月12日，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决定通过和平玛瑙四期计划向美国购买30架先进型F-16战斗机。

除了在F-16战斗机项目上开展国际合作，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还与意大利飞机制造商乔瓦尼·阿古斯塔公司签署了生产40架SF-260教练机的协议，与西班牙航空建设公司签署了联合生产52架CN-235轻型运输机的合同。1992年，该公司还与美国西科斯基公司达成了购买45架黑鹰直升机，总价值为11亿美元的合同。1999年，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又与西科斯基公司达成在土耳其联合生产50架直升机的协议。

土耳其的海军大多与德国造船厂合作。土耳其启动了MEKO 200护卫舰项目，用以提升土耳其海军的反潜、防空和反水面舰艇能力。该项目计划造8艘护卫舰，4艘在土耳其制造，4艘在德国制造。虽然该项目由土耳其和德国联合生产，但是美国承包商也提供了价值1.97亿美元的主要作战和推进武器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位于格尔居克的土耳其海军造船厂制造出4艘MEKO 200型护卫舰、3艘209型潜艇，并在1994～1998年制造出4艘1400型潜艇。其他海军造船厂也生产出携带鱼叉导弹的“多安级”快速攻击艇以及护航驱逐舰、巡逻舰、登陆舰和辅助舰艇等。1993年，私人船坞也受邀参与扫雷艇和巡逻艇的竞标。

土耳其坦克现代化项目由位于开塞利的土耳其陆军司令部坦克兵工厂负责执行。为了实现坦克升级计划，该兵工厂为2100辆M48坦克加装了105毫米口径火炮和柴油发动机等设备，为760辆M48坦克加装了稳定装备、激光测距仪等设备。其中，61%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生产，24%的零部件在生产车间完成，这些生产车间为本地职业学校实习生提供了培训机会。

国防工业部的第一个重大联合生产项目是装甲战车计划。该项目由美国的富美实公司（FMC Corporation）和土耳其的努罗尔公司（Nurol Holding）成立合资公司，以富美实公司的设计为基础为土耳其军队制造装甲战车。其他美国公司为支持该项目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零部件和设备，如得克萨斯仪器厂与阿塞尔散军事电子公司签订光学瞄准镜合同；埃里森变速器厂和底特律柴油机厂共同建造发电站；凯迪拉克公司生产顶棚等。截至1997年，美国富美实公司与土耳其努罗尔公司成立的联合集团已经生产出约1700辆装甲运兵车和装甲战车。

土耳其陆军装备部门的支柱为奥托卡客车公司、英国汽车公司（土耳其）、海马集团、努罗尔公司和努罗尔-富美实国防企业等企业，土耳其陆军运营的军事企业包括位于阿达帕扎勒的第一装备中心和位于开塞利的第二装备中心。两个装备中心在土耳其主战坦克现代化工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如豹2NG、豹1T和M60T项目，同时为土耳其陆军的轮式和履带式装甲车提供维修服务。

2010年，土耳其国防工业实现了27.3亿美元的交易额和6.34亿美元（其中不包括2.19亿美元的民航出口额）的出口额。2011年，土耳其国防工业出口的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在2011～2016年战略计划中，土耳其国防工业部希望国防产品在2016年的出口额可以达到20亿美元，而陆军装备出口将会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2010年，陆军装备交易额为3.376亿美元，占全部交易额的12%，出口额为1.14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8%，是土耳其国防工业的重要支柱。土耳其国防工业在轮式和履带式装甲车制造上技术突出，目前正在寻求新的贸易伙伴，为实现贸易额翻番的目标而努力，其中亚洲、非洲等地区是优先发展市场。据土耳其国防部部长伊斯麦特·耶尔马兹所言，土耳其武装部队所需军事装备的国产率在2010年已经达到52%，而在2004年为15%，但关键军事技术的国产化是否包括在内还不确定。根据2010年数据，土耳其在防卫和航空领域出口额为8.535亿美元，用于国防工业研发的投入为6.66亿美元。

现代国防工业的建立必须要以强大的技术基础作为后盾。通过技术进步，土耳其尽量利用国内资源以满足军队对先进装备日益增加的需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外汇的需求，并且通过补偿规定打开国外市场。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宏大目标是为土耳其工业设立新的更高标准，通过国防工业的引导来提升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第四节 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

军队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观察和理解土耳其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维度之一。在土耳其共和国九十多年的历史中，军队自诩为世俗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凭借稳固的历史、理论、法律和制度优势发动了四次军事政变（其中一次为“软政变”），在国家权力运作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土耳其的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有较大转变，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绝对作用被打破，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朝着平衡方向发展。

一 奥斯曼帝国时期

奥斯曼帝国晚期，军队无力保护帝国的领土完整，因而成为现代化改革的首批对象。由于奥斯曼帝国没有资产阶级，军队迅速成为帝国的支柱，在1876年和1908年的宪政革命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可以说，军队在奥斯曼帝国19世纪的现代化改革中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客体；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帝国最初的目的是打造一支对中央权威绝对服从的新型军队，但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军队开始质疑政治精英的权力，帝国初期对苏丹绝对忠诚的军队在帝国后期陷入政治观念的旋涡之中。

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取缔了禁卫军，随后兴建的现代军事学校为军队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1859年，军队试图废黜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的库莱利事件则凸显了当时军队和文官的关系。1876年的宪政革命也有军事动因，一些军中人士认为有必要限制苏丹的权威，而他们在此次革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解散了议会，使得这次宪政革命无疾而终，而苏丹的绝对统治再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常态。不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期开办了众多新学校，促进了技术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也加剧了军队的不满。

1908年，由一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军官和技术官僚组成的“青年土耳其人”发动了第二次宪政革命，主张以积极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实现国家的现代化。1909年，对“青年土耳其人”不满的保守宗教团体发动了反革命，一群以恢复伊斯兰教为名的武装叛乱者闯入首都，但遭到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的镇压。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在镇压过程中强调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或团体，将会保持军队的中立性，而他的主要目标是使军队远离政治事务。这次叛乱事件可以看作低级军官对高级军官的反叛。然而，1908～1918年，军队同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结成紧密联盟，成为土耳其政治事务的决策者，同时成为土耳其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

二 共和国时期

共和国的领导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一支强大而又忠诚的军队对于年轻的共和国具有重要作用。凯末尔视武装力量为新生政权的主要支柱，但也意识到军队涉政可能会对军队的团结和纪律带来冲击。凯末尔掌权后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军队将领不再直接参与政党政治。虽然军队远离了政党政治，但它仍然是一支重要力量，原因有二：一是土耳其在20世纪30年代制订的经济发展计划也考虑了军队因素，有时甚至以牺牲经济回报为代价来平衡军队利益；二是军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取代文官政府的职能，尤其是在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叛乱中，军队实际上成为共和人民党维护统治、打击反叛力量的工具。反对土耳其进行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的宗教力量是军队的首要打击目标。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政治进入多党制时代，军人和文官政府的关系也随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50年当政的民主党对于共和人民党一党制时代的政策十分不满，因而在政治上推行自由化政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党采取的政策引起了军事精英和共和人民党领导者的强烈不满，这促使民主党感受到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由于民主党推行了一些独裁政策，如建立审查委员会对新闻加以审查，同时国家经济也日趋恶化，最终民主党的统治不仅引发军人和政府官员的不满，而且受到大学生和学术界的指责。1960年4月，学生发动大规模抗议，造成大学校园瘫痪，而且引发了学生与警察的流血冲突。1960年5月27日，军方宣布发动政变，其理由是曼德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主合法性。

此次政变后，曼德列斯政府的数位成员以各种罪名遭到处决，国家团结委员会也取代内阁履行立法和执法权力。不过这场政变没有统一的秩序，以古尔赛勒（Gürsel）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尽快将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而以图尔凯斯（Türkeş）为首的中低级别将领要求长期执政以推行必要的改革计划。最终，由古尔赛勒领导的国家团结委员会占据上风。在5月27日的广播中，古尔赛勒拒绝了独裁统治，并宣布政府已被推翻，军队在建立诚实和正义的民主秩序之后将会将国家行政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此次军事政变后，1924年宪法也被1961年宪法取代，后者在社会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方面有所改进。军方为了防止多数派掌权而设置了宪法法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1年3月12日，当各个政党在议会中开展斗争，政府陷入停滞之时，土耳其军方再次发动军事政变，不过军方在这次政变中一直处于幕后。1980年9月12日，当左翼极端派和右翼极端派的街头斗争导致国家处于内战边缘时，土耳其军方发动了第三次军事政变，直接掌控行政权力，建立军政府，执政了三年。1982年，军方颁布新宪法，时至今日仍然在使用。

1980年的军事政变最初受到了土耳其民众的欢迎，因为军队将政治暴力冲突迅速平息并且恢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不过，军政府随后采取的政策使得民众感慨政变的巨大代价：实行宵禁，禁止公共活动，取缔大批杂志、报纸、书籍和电影，暂停专业社团和工会组织的活动等。此外，14000名土耳其人被剥夺了公民权，65万人被逮捕，虽然很多人不久就被释放，但审判依然是残酷的，据报道称有171名犯人遭受酷刑而死。军政府统治时期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声誉，以至于军方最虔诚的支持者也不愿再经历这样的限制和压迫。将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之后，土耳其军队仍然不愿放弃控制权，他们利用大量的制度性机制和非正式机制来确保政府制定的政策受军方控制。

土耳其军队之所以能连续不断发动军事政变是因为它有着坚定的制度和法律支撑。第三次军事政变后，军人政府颁布1982年宪法，该宪法的基本原则与以往的宪法没有区别，关于土耳其军队的法律地位和职责也与以往相同。1982年宪法的序言指出：“宪法是根据民族主义观念和土耳其国父、不朽的领导者和至高无上的英雄阿塔图尔克开创的改革及其原则制定的。”宪法第二条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由法治管理的民主的、世俗的和社会的国家；牢记公共和平、国家主权和正义之观念；尊重人权；忠诚于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以宪法序言制定的根本原则为基础。”关于军队法律地位和职责的内容在1961年制定的第211号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中有详细规定。该法第35条指出：“土耳其军队的职责是保护和维护宪法定义规定的土耳其领土和土耳其共和国。”第35条内容与1935年的《第2771号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之第34条规定非常类似。虽然目前土耳其对该条款有明显争议，即第35条是否给予军队推翻民选政府之权力。部分人士称，由于军事政变是不民主之行为，宪法规定土耳其是民主国家，因而军队也涉嫌违宪。部分人士称，民选政府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捍卫宪法权威，任何对宪法的违背都是对其委任统治的违背，因而也是不民主的。土耳其军方对此条款从未有过含糊解释，在发动1960年政变时，军方援引《第2771号军队服务法》第34条之规定，而在发动1980年政变时则援引《第211号军队服务法》第35条之规定为其合法性辩护。

自从1983年国家政权回归文官政府后，军方采取措施以确保政府的政策不违反军队设定的界限。军队倾向于向文官政府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要么被政府采纳，要么与政府不冲突。军队主要通过国家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提出建议，以此显示军方对决策的关键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机构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由土耳其总统主持，在2003年之前每月召开一次，出席人员中来自文官政府的代表有四位，分别是总理、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来自军方的有五位代表，分别是总参谋长，陆、海、空军司令和宪兵司令。从人数上看，文人政府和军方旗鼓相当，但实际上会议讨论的问题从不经过投票表决。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讨论完会议议程中的所有问题后，总统会形成一份所有成员都同意的声明，然后提交至部长委员会。然而，军方可以有效地决定讨论的议题，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一直由现役将军或司令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同样由现役和退役军人组成。该机构约有400名成员，主要负责起草简报和背景文件，并在秘书长监督下分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成员。

根据1982年宪法第118条之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得到进一步提高，它不再仅是一个咨询机构，部长理事会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也应给予“优先考虑”。1983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第2945号法令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有权进入任何文官机构，并有权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给部长理事会之建议的执行情况。不过，在实际运作上，部长理事会一般都会接受并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

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军方还通过参与其他政府机构而对文官政府进行监督。例如，军方在高等教育委员会拥有席位以监管教育，在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拥有席位以监督广播等。军方还参与到国家安全法院负责听证案件的三人法官小组，规定其中必须有一名法官来自军队，负责处理与安全有关的案件。在国家层面上，总参谋长在每周会议上可就相关的军事问题分别向总理和总统汇报。

除了官方平台外，军方还利用大量的非正式机制参与政治，如参与将军和政府部长及官员之间的私人会议，在系列演讲上发表公共声明，或者以官方名义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等。虽然这些评论通常是自发的，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个人声明，事先必然都要征得总参谋长的许可。此外，军方还与外交部等事关军事政策和利益的文官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军方还积极组建临时工作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或陆、海、空军司令部成员组成。工作组不是永久设立的，而是根据需要进行组建和解散。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系列因素导致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持续增强。土耳其国内安全环境恶化，库尔德工人党发动的叛乱几乎升级为低强度内战，而主要负责与之斗争的则是军方领导的正规军；腐败行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不断增高的失业率都导致民众对于土耳其政治领导人越来越不信任。与此同时，这些因素也导致了拥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取得选举胜利。1994年3月，伊斯兰政党繁荣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并控制了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在内的土耳其多个大城市。1995年12月25日，繁荣党以21.4%的得票率获得大选胜利，获得议会550席位中的158个席位，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6年6月，繁荣党与真道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内杰梅丁·埃尔巴坎当选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有伊斯兰倾向的总理。

军方对于繁荣党的胜利和埃尔巴坎的当选如鲠在喉。1996年年底，一些将军发表系列公开演讲，警告世俗主义正遭受威胁。1997年1月，土耳其陆、海、空军司令在马尔马拉海的海军基地格尔居克召开会议，最终达成统一策略，即迫使繁荣党交出权力。1997年2月3日，安卡拉辛詹市市长贝基尔·耶尔德兹发表演讲支持“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之后，军方随之将一队坦克部署到该市郊区，以此提醒繁荣党军方可能会诉诸武力发动军事政变。1997年2月28日，军方提交给文官政府一份包含18条反伊斯兰主义者措施的建议清单，其中包括限制伊斯兰主义的媒体，关闭古兰经私立学校和课堂，并且对著名的宗教培训学校伊玛目·哈蒂普高中等进行限制，军方认为这些学校传播反世俗主义价值观。对于此份清单，埃尔巴坎一开始持推诿态度，但最终还是将其提交给部长理事会。1997年3月14日，议会对这些措施予以批准，但繁荣党官员私下里仍坚持不执行。1997年4月，军方进一步加大了对繁荣党的打压力度，频频向媒体、司法界和商界指责伊斯兰主义者对世俗主义的威胁。1997年5月22日，检察官向宪法法院提起公诉，要求取缔繁荣党，原因在于该党正在颠覆土耳其宪法的根基——世俗主义原则。军方也不断在幕后游说真道党退出联合政府。1997年6月16日，土耳其宪法法院正式取缔繁荣党，并且禁止埃尔巴坎五年内从事一切政治活动。1998年6月18日，埃尔巴坎宣布辞去总理职务，繁荣党和真道党联合政府也遭到解散。繁荣党被取缔后，其成员又成立了美德党，但在没有埃尔巴坎领导的情况下在1999年4月18日的大选中只获得15.4%的选票。1999年5月7日，检察官再次向宪法法院提起公诉请求取缔美德党，原因是美德党是繁荣党的延续，其领导人仍然致力于颠覆世俗主义。2001年6月22日，宪法法院正式取缔美德党。

三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

实际上，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执政之前，1999年建立的新的联合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土耳其军队在政治中的影响力。1999年6月，军队法官不再担任国家安全法院的法官。2001年10月，议会修改土耳其宪法第118条，增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文官政府代表，如司法部部长和副总理。同时，部长委员会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也不必再“优先考虑”。2003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由现役军事将领担任的规定也被废除，同时废除的还有秘书长可以进入文官政府机构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进行监督的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的任命也变得更加透明，使得文官政府的官员比例大幅提高，而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由每月一开改为两月一开，这给军队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政府持续施压增加了难度。

2002年11月3日，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获得34.3%的选票，并获得363个席位，开启了正义与发展党一党单独执政时代。正义与发展党以“保守民主”为纲领，积极推行入盟进程，进行国内民主改革，使得军方没有任何借口指责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策。同时，军方也无法利用非正式的机制对政治施加影响。军队和正义与发展党之间的互相反感使两者之间很少发生非正式接触，这既减轻了军队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压力，也增加了它对正义与发展党最终目的的怀疑。军队和正义与发展党之间的正常接触渠道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就只有总参谋长和总理之间的每周例会。此外，军队也很难再利用公众声明施加影响，因为正义与发展党加速了入盟进程，这受到土耳其民众的一致欢迎。此外，欧盟也对土耳其军队的强大影响力表示不满，这也有助于正义与发展党进一步限制军队的作用。

2006年8月28日，比于卡内特（Büyükanıt）就任土耳其总参谋长，这标志着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进入新时代。比于卡内特就任伊始就对政府发出警告：“保护共和国的根本原则不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而是军队的职责。”2006年9月底，土耳其陆、海、空军司令各自发表公开声明，称土耳其受到了伊斯兰主义的威胁。2006年10月2日，比于卡内特在军事学院新学年的开学仪式上发表讲话，警告政府不要损害世俗主义。2007年2月14日，比于卡内特在访问美国时再次指出，“土耳其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国家。没有力量可以将土耳其从这条道路上引向别的道路，当然也绝不会有这样的道路。土耳其共和国是由阿塔图尔克建立的，它的政权、它的建国原则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正当土耳其军方对文官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时，2007年媒体曝光的军队政变阴谋改变了土耳其军队作为国家政治秩序坚定护卫者的形象。

2007年3月，土耳其一家周刊报道了一位前海军将军的日记，该日记记载的内容直接指向军方在2003～2004年试图颠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军事阴谋。该日记的出版引发另一宗政变阴谋的暴露，从而开启了2007年6月“埃尔盖内孔”案件的调查。自2008年10月以来，三百多名涉嫌政变计划的记者、学者、退休和在职的军事将领被捕入狱。2010年初，另外一宗名为“铁锤”的政变阴谋也被揭露，涉案的两百多名官员在2010年12月接受单独审判。这两个案件导致军队中十分之一的将军和司令被捕，这在土耳其历史上绝无仅有。目前，两大案件仍然没有审结，但长时间的调查和审判已经遭到国内外的批评。有记者批评除了军方、社会积极分子参与政变之外，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也牵连其中。对新闻记者的逮捕使这种指控更有煽动性，有媒体指责正义与发展党不仅借这次政变清洗国家和军队中的亲政变力量，同时成为他们压制反对者，给媒体施压并且对世俗军方进行羞辱的工具。无论如何，这两大案件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军方由于反民主行动而受到的第一次指控，这也使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极大转变，从此军队走下了神坛。




 [1]
 本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土耳其与中国公开的相关网站，并经过对《土耳其2000年国防白皮书》与《土耳其2001年国防白皮书》对比得出。受资源限制，目前还无法获知土耳其军力的更新数据。


第六章 社会

第一节 社会管理

一 社会变迁

根据土耳其宪法第二条之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社会的法治国家；致力于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社会正义；尊重人权，忠于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并以序言中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西方化改革为特征的凯末尔主义随后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共和国早期，土耳其的社会变迁模式不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为模式，而是以法国的雅各宾主义为模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推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变革。因而，世俗化是社会工程的一部分，而非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

从伊斯兰的文化向欧洲文化的转变促使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文化区分和社会阶层。这种社会阶层更多的是因为文化区别，而非经济区别而出现的。因而，文化规范和生活方式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小事或者个人选择，而是深刻反映了主体、分层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教育机会划定了这些不同文化的界限，处于中心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获得教育机会，而处于边缘的社会阶层却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教育。处于中心的精英与处于边缘的大众之间的文化差距成为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最显著特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1983年之后，边缘群体开始进入城市中心，并且获得了接受世俗教育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

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对于19世纪出现的以族裔和宗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不抱信心，而是认为此种民族主义推动了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而引起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同样，他也担心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反西方主义立场和泛伊斯兰主义阻碍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向土耳其人民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用于代替个体认同的传统基础即宗教和宗教文化，凯末尔发动了一次文化上的西化运动，并将之等同于文明。凯末尔认为伊斯兰教和文明是两个相互冲突的术语，“突厥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就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过，他们在皈依这一宗教后，民族联系涣散，民族情感麻木”。在他看来，现代化是土耳其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之列的必要条件，通过现代化将土耳其从一个伊斯兰国家变成一个世俗国家，通过法制保护每个人的权利。

凯末尔主义者的现代化工程即世俗化工程，而世俗化即西方化。显然，以西方为进路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在起始阶段会遭到社会传统力量的抵制，尤其是保守的宗教人士认为西方化不仅与土耳其的本土文化相冲突，还是殖民政权的延续。然而，凯末尔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建立该运动的意识形态以便为民族政权及其目标提供政治合法性；对社会中的个体成员以及族裔、宗教或其他群体提供国家权威；建立一种民族身份用于社会动员。在凯末尔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教及其传统是实现上述目的的巨大障碍，必须使之处于国家控制之下。

1923年土耳其建立共和国后，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伊斯兰教在国家制度和文化上的作用，实现“当代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凯末尔主义者开始推行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包括象征符号世俗化，强制改变在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象征符号，如改革语言、取消哈里发制度、学习西方服饰和立法等；制度世俗化，如设置归国家管理的宗教事务总署和虔诚基金总局等；功能世俗化，将宗教对于教育和司法的控制转移至国家，如关闭宗教学校等；法律世俗化，以瑞士的民法、德国的商法和意大利刑法为蓝本再造法律以取代宗教法，为前三种世俗化的推行奠定法律基础。虽然西方化已经在帝国内风行，但直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方化才真正成为国家一贯坚持的政策，而且改革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西方化改革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还力图维持伊斯兰教固有的精神性和价值，而共和国建立后的西方化运动则变成了完全接纳西方文明、压制伊斯兰文化的激进改革。

然而，在凯末尔执政的十五年中（1923～1938年），这些改革遇到了地方势力以宗教为名的大量反叛，如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叛乱、1930年的梅内曼叛乱以及1933年的布尔萨叛乱等，这表明凯末尔主义者推行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改革遭到了传统伊斯兰社会价值体系的强烈反抗，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凯末尔主义者推动的乡村结构性变革的失败。传统伊斯兰势力在乡村的抵抗与保留为1946年多党制推行之后的政党动员、政党竞争和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从1946年到1950年，大量建立的政党都试图利用“宗教问题政治化”在激烈的竞选中获得一席之地。1950年，民主党战胜执政27年的共和人民党，取得大选胜利，这被视为土耳其政治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土耳其政治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民，对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选票的动员成为此后政党的最大关切，而宗教也越来越成为政党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宗教影响力的增强，“伊斯兰认同”与“社会正义”的口号开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耳其社会中出现，并最终登上政治舞台。1970年，内杰梅丁·埃尔巴坎创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这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正式崛起，同时也标志着由他领导的长达四十多年的“民族观念运动”的开启。隶属于“民族观念运动”的五个政党依次为民族秩序党、民族救赎党、繁荣党、美德党和幸福党，其中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救赎党属于起步阶段，繁荣党属于发展及高潮阶段，而美德党和幸福党则属于没落阶段。该运动的基本理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宗教使命为极力推广伊斯兰主义，经济使命为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使命为建立正义秩序，但最根本的理念则是恢复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伊斯兰教成为凝聚土耳其人民的最重要精神纽带。事实上，为应对世俗主义力量的打压，该运动的意识形态也不断调整。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运动向更为自由和民主的立场转变，尤其是90年代繁荣党的辉煌与被取缔使该运动改变了对西方的态度，转而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持积极态度，以欧盟来对世俗主义及其捍卫者——土耳其军方施加更大压力，为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创造机会空间。

伊斯兰政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于土耳其政坛上主要有如下原因：社会经济原因，如虔诚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或者社会边缘群体的增多；心理原因，如青年人的期望不能得到满足转而寻求宗教安慰；政党力量原因，如西方各种模式的破产为伊斯兰模式的兴起提供了机遇；文化原因，如伊斯兰教的政治和宗教领导权的交织导致政教很难分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国家对宗教有意进行的吸纳战略。首先，在土耳其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中心-边缘（也即城市-乡村）的巨大社会和文化鸿沟。城市接受世俗主义的改造较大，而乡村则更多保留伊斯兰意识形态。城市经济更为发达，更为自由化，而乡村则较为贫穷。其次，随着社会变迁的发生，乡村移民不断向城市涌进，在边缘与中心的相遇中，边缘群体仍然无法改变“城市的边缘”的状态，使得二者之间的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最后，世俗化国家开始采取吸纳战略，有意将宗教力量吸纳进国家体制中，扩大政党的执政基础，但宗教力量也在此过程中壮大了力量，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民族观念运动”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土耳其政府的吸纳战略所致。

需要提及的是，美德党于2001年被军方取缔后，“民族观念运动”的传统派和改革派分别组建了幸福党和正义与发展党。幸福党仍然宣称代表“民族观念运动”，即便再度面临被取缔的威胁也仍然捍卫宗教人士的权利，但在随后的选举中接连失利。而取得执政权的正义与发展党则拒绝承认是“宗教政党”，摒弃意识形态标签，试图切断同以往所有政治运动的联系，转而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右派政党”而采取“保守民主”原则。但鉴于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在“民族观念运动”中的作用、其众多成员的伊斯兰背景、其推行的具有伊斯兰意图的社会政策以及强大的民意基础都使它难以摆脱“伊斯兰政党”的标签。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幸福党的失利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土耳其传统政治伊斯兰的挫败，但正义与发展党的转型则表明了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向新的阶段的推进。

二 社会结构

自奥斯曼帝国时期始，土耳其的社会结构就存在中央和边缘力量的分野，直到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执政以来两者的力量对比才有所改变，虽然中央力量的影响依然强大，但边缘力量也在不断增强。正义与发展党在以下问题上表现出了鲜明的伊斯兰特征，如前总理埃尔多安与前总统居尔的妻子在公共场合都戴着头巾；尝试允许女大学生可以在学校戴头巾；尝试允许伊玛目·哈蒂普高中毕业生同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制定“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与邻国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等邻国和中东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些措施都被代表中央力量的共和人民党和世俗群体视为土耳其正在向伊斯兰转向的标志。概括而言，军队、反对党、大学和司法界代表了土耳其社会阶层的中心力量，在共和国历史上一直是有权势的精英阶层，而正义与发展党更多地代表农民以及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以往都是土耳其社会阶层中的边缘力量。

中心-边缘鸿沟论是由土耳其著名的社会学家谢里夫·马丁（Serif Martin）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社会变迁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解释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对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初期所带来的阶层极化和冲突加剧的现象有所启示。在奥斯曼帝国晚期，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引进，官僚及权势阶层的子女能够从现代化的教育中获益，而大多数边缘群体的子女却无法进入现代学校，只能继续接受传统的宗教教育，因而宗教成为中心与边缘的分野界限。随着现代化改革的深入，统治者与大众，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分歧越来越大。虽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统治时期试图通过泛伊斯兰主义旗帜将边缘力量整合起来，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世俗化改革并没有停滞，仍然稳步推进，文化生活的现代化加剧了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差距。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动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工程的进行，但是社会流动的范围依然有限，处于边缘的大多数民众仍然没有很大改变。因此，作为官僚阶层的共和人民党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力量，而民主党代表边缘力量。1960年的军事政变导致民选的民主党下台，这加剧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鸿沟，此时的中心力量代表维护社会静态秩序的力量，而边缘力量代表希望能够实现社会流动的力量。1960年的宪法赋予了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权威，而土耳其人民却未曾享受到这种权利。1971年的军事政变再次表明精英阶层希望恢复僵硬的旧秩序的企图。

由于1960年和1971年军事政变的爆发，从边缘向中心进行的社会动员已经失败，因为政变表明中心力量的官僚阶层和世俗政府对这种社会动员的敌视。从1983年开始，边缘群体开始寻求更多机会以进行社会动员。在厄扎尔主政期间，土耳其推行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大众媒体的私有化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此同时，宗教和族裔认同、国家统一、世俗主义和民主多元主义等问题也成为公共辩论的焦点。

然而，1997年发生的后现代军事政变又将这一进程打破，不过军方在这次政变中没有获得权力，而是运用国家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商业协会和媒体集团等力量将伊斯兰政党繁荣党推下台。世俗的中心力量和保守的边缘力量之间的冲突在这次“软政变”中变得更加明显，随后国家对宗教组织的压力也变得更为严峻。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所面临的压力达到顶峰，因而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两者的冲突仍然十分激烈。共和人民党、军队、高等司法机构等代表世俗中心力量，而正义与发展党则成为边缘力量的主要代表。

在缩小中心与边缘的鸿沟方面，厄扎尔和埃尔多安都成功地推动边缘向中心靠近，边缘开始渐渐在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边缘力量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更是让保守的边缘力量获得了发声权，反对世俗官僚体制和世俗精英。正义与发展党选举获胜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世俗精英在国家层次上也相应失去了一些权力，这可以解读为保守的边缘力量的增强，使得世俗的中心力量的某些优势被消弭。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尤其是在宗教教育问题上的措施推动了中心与边缘力量的均衡。2002～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还处于与世俗力量进行博弈的阶段，对宗教问题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政党的存续都存在巨大的危险。2007年，居尔当选总统，因而拥有对大学、高等教育委员会和高等法院等成员的任命权。2010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更是加大了正义与发展党对司法的影响。由于正义与发展党连续多次获得选举胜利，将在很长时间内执掌政权，世俗的商业协会和媒体集团对宗教教育的控制开始减弱。

然而，这些世俗力量对正义与发展党的长期执政非常不满。2013年爆发的大规模社会抗议事件表达了世俗力量对政府的失望，由于在国内没有任何可供他们发声的平台，因而他们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等报纸上刊登文章反对正义与发展党，在国内则积极推动抗议活动。虽然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权逐渐稳定，但中心与边缘力量的对比并没有逆转，世俗反对派仍然是土耳其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中低阶层开始有机会表达文化权利，但是以往的精英阶层在经济上依然具有优势。在土耳其经济腾飞的十年中，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精英阶层较之其他社会力量获益更多，因而边缘仍然很难取代中心力量。

此外，正义与发展党对军方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军方仍然坚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人员挑选和高级将领的晋升方面都遵循严格的规定，不过军方的力量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例如，2007年，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在军队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总统选举的警告通知，这份电子备忘录非但没有赢得公众的支持，反而引起公众对军队干政的猜疑，这间接帮助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更多选票。2008年，由于涉及一桩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军事政变企图案，数百名军官被捕，这也极大削弱了军方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反抗力量，正义与发展党没有受到过多钳制从而推进了宗教教育问题的改革。2011年底，高等教育委员会对伊玛目·哈蒂普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不公平程序予以废除。2012年，伊玛目·哈蒂普高中重新开放。同年，正义与发展党还废除了关于《古兰经》等宗教课程的限制规定。

大多数公众对这些社会变革表示欢迎，正义与发展党连续多次获得选举胜利可被视为标志。此外，伊玛目·哈蒂普高中的注册生不断增加，宗教课程的选修率不断攀升，这些也是公众对此支持的标志。世俗主义者之所以严格反对这些宗教教育是因为伊玛目·哈蒂普高中不符合世俗阶级享有特权的社会制度，而是有助于出身于中低层宗教家庭的人进入国家机构之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埃尔多安曾经就是伊玛目·哈蒂普的毕业生，最后成为土耳其总理和总统，这引起了世俗精英的恐惧。

马丁是在1973年提出中心-边缘鸿沟论的，因而未涉及之后的土耳其社会变迁。然而1997年军事政变的发生，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的异军突起，以及随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同世俗社会、官僚阶层和其他统治精英的冲突都表明中心-边缘鸿沟论仍然适用于解释土耳其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一方面，随着边缘向中心靠近的运动不断加快，两者直接的冲突也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鸿沟在近二十多年与在20世纪50年代时的情况不太相同。在20世纪50年代，中心力量和边缘力量在文化、教育、宗教上的区别非常显著，然而随着正义与发展党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等边缘群体的崛起，中心力量和边缘力量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众多问题上所持的观念开始有重合之处。在近二十多年，社会中的世俗力量和保守力量在文化和教育上的差距渐渐消失，尤其是在年青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虽然宗教仍然在二者之间的鸿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世俗主义的新定义和在国家层面的执行也限制了宗教的作用。国家和宗教的关系朝着被动的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宗教的温和化为解决土耳其社会中日益加剧的极端化提供了政治基础。

代表伊斯兰边缘力量的新变革者开始向中心力量靠近，而这些变革者本身也是中心力量的产物，接受的教育和享有的城市生活与共和国的精英趋于一致。例如，代表伊斯兰主义的新社会变革力量可以在大学中求学，获得议员席位，参与电视公共辩论，从而享有公共表达空间并且获得社会认可、合法性与声誉，不过共和国的世俗精英依然在政治领域给予坚决回应，开始发动一场反对伊斯兰基要主义、捍卫世俗主义的战争。因此，凯末尔世俗主义者将宗教视为对他们权力的威胁，将对宗教自由的要求解读为对世俗主义和共和国的攻击。秉持世俗主义的上层阶级害怕变革，因为变革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权力。他们不仅害怕失去行政权，而且害怕失去经济上的权利。这导致世俗力量将代表宗教利益的宗教组织或者政党视为威胁，而不是将此看作选举政治或者民主权利的自然结果。因而，宗教本身对土耳其政治中的分裂现象没有重大影响，反而是凯末尔世俗主义者将宗教视为威胁才导致了宗教的政治化。

从理论上来说，2002～2012年，土耳其国家和宗教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正常化状态，即宗教不再被视为国家的威胁，而且国家也不再对宗教产生威胁。然而，这种正常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土耳其共和国90多年的历史中仍然会出现众多反复与波折，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

第二节 国民生活

一 就业

2008年，土耳其全国劳动人口是5077.2万人，总就业人口是2119.4万人。农业就业人口为501.6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3.7%；工业就业人口为444.1万人，占21%；建筑业就业人口为124.1万人，占5.9%；服务业就业人口为1032.7万人，占48.7%。截至2008年12月，土耳其就业人口中有73.9%是男性，59.8%拥有高中以下教育水平。在这些就业者中，59.3%是领薪水者，28.3%是自主经营者，12.4%是没有薪水的家庭事业工作者。

2008年，土耳其总失业人口是261.1万人，失业率是11%。城市的失业率为12.8%，乡村的失业率为7.2%，农业之外的失业率是13.6%，男性失业的比例为12.3%，女性失业的比例则为18.1%。截至2008年12月，土耳其的失业者中74.2%是男性，全国失业人口中61.3%是高中以下教育水平。

土耳其的劳动合同主要根据《劳动法》和《工会法》制定。根据《劳动法》，土耳其现有以下几类劳动合同：“临时工作”或“永久工作”劳动合同、“一定时期”或者“无限期”劳动合同、“兼职”或“全职”劳动合同、“随叫随到工作”劳动合同、试用期劳动合同以及集体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规定男女同工同酬，并禁止对雇员的语言、种族、性别、政治观点和宗教等有歧视。

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雇主和雇员在终止劳动合同之前必须提前通知对方，具体如下：0～6个月服务期必须提前两周；6～18个月服务期必须提前四周；18～36个月服务期必须提前六周；36个月服务期以上的必须提前8周。终止劳动合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提前通知后终止。雇主和雇员经过提前协商后可结束无限期劳动合同，未按规定执行的一方应向另一方支付赔偿金，金额为提前通知期限间的工资。另一种是合同未到期或者提前通知期限未结束之前，根据《劳动法》的规定自行解除劳动合同。具体情况包括：身体健康问题，不道德、不体面、恶意的行为或其他行为，雇员被拘留或拘捕导致旷工时间超过通知期限。

因正当原因无法满足《劳动法》条件的雇员或者劳动合同被终止的雇员可以按照工龄领取遣散费，以劳动合同上规定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为准。雇员可以依照如下原因获得遣散费：一是由于义务兵役制（男性）必须离开工作岗位；二是退休（可以从相关保险机构获得养老金、退休金或伤残津贴）；三是完成3600天保险费缴纳或15年保险期后辞职（受年龄限制，需社会保障机构出具满足退休规定相关文件后方可退休）。

根据《劳动法》，雇员的工资或其他款项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方式进行发放，货币单位为土耳其里拉。若是劳动合同规定的工资单位为外币，则必须按照当时的外币汇率换算成土耳其里拉后进行发放。根据《劳动法》第39条规定，土耳其的最低工资标准由最低工资委员会制定，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后方可适用于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由政府代表、劳动者协会和土耳其劳工工会联盟选出的代表组成。土耳其16岁以上的工人在2012年上半年的最低工资为701.1里拉，在下半年的最低工资为739.8里拉；16岁以下工人的最低工资在上半年为610.9里拉，在下半年为643.15里拉。

根据《劳动法》，用人单位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工作时间进行灵活安排，不过一般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5小时，而且根据惯例必须在工作日时间内平均分配，额外工作时间必须支付加班费。每小时加班费为平常工资的1.5倍，如若没有加班费则必须给予1.5倍的自由时间。周末或公共假期期间的加班费以天为单位计算，具体按照雇员和雇主达成的集体或者个人劳动合同执行，但每年加班的总时数不得超过270小时。

工作满一年（包括试用期在内）的雇员可以享受带薪休假权利，具体规定如下：工作1～5年者可享受最低带薪休假14个工作日；工作6～15年者可享受最低带薪休假20个工作日；工作15年以上者可享受最低带薪休假26个工作日。18岁及以下的雇员每年可享受带薪休假20个工作日。工作未满一年者不享受带薪休假权利。以上是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具体可参照集体和个人劳动合同规定执行。

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50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要求从事不适合其年龄、性别和能力的工作。儿童、妇女以及身体和智力不健全的人在劳动条件方面应受到特殊的照顾。根据《劳动法》，土耳其禁止雇用未满15周岁的儿童，不过，年满14岁并已经完成初级教育的儿童可以从事不妨碍身体、精神与道德发展及受教育的轻松工作。在矿坑、管线铺设、下水道与隧道工程等地下或水下劳动中，禁止雇用女性与未满18岁的男性工作。在工业行业中，禁止未满18岁的工人从事夜间工作。

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51条规定，工人和雇主都有不经事先许可成立工会、雇主协会及其上级组织的权利，以便在会员的劳动关系中维护和发展会员的经济、社会权益。可自由加入工会和退出工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加入或退出工会。工人和雇主不得同时加入一个以上的工会或雇主协会。在任何工作场所就业，都不得以加入工会与否为条件。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52条规定，工会不得追求政治目标、从事政治活动、接受政党支持或支持政党；也不得出于上述目的同协会、公共职业组织以及基金会采取联合行动。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53条规定，工人有和雇主签订集体谈判协议的权利，以调整相互间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劳动条件。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54条规定，如在集体谈判期间发生争端，工人有权举行罢工。

1947年2月20日颁布的第5018号《劳方与资方工会及工会联盟法》为各种工会的成立提供了机会。1963年付诸实施的第274号《工会法》和第275号《集体工作合约、罢工与停工法》赋予劳方罢工和签署集体工作合约的权利，这有效地增强了工会的作用。根据1982年宪法制定的第2821号和2822号《工会行为法》规定了集体劳动关系。2010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了第6356号《工会和集体谈判法》，该法取代第2821和2822号法令并在2012年11月7日正式实施。该法带来的主要变化包括以下几方面：将工业部门的数量从28个减少至20个；非土耳其公民也可以成为工会会员；将工会会员的入会年龄从16岁降为15岁；拥有多份职业的雇员可以成为多个工会的会员；取消以往成为工会会员必须进行公证的规定；教育行业和公证员也可以采取罢工行动。

目前，土耳其较大的工会组织有以下四个：土耳其劳工工会联盟是土耳其最大的劳工工会，成立于1952年，截至2009年1月共拥有会员223万人；革命者工会联盟成立于1967年，截至2009年1月共拥有会员42万人；土耳其实业工会联盟成立于1976年，拥有会员42万人；土耳其资本家工会联盟，它是唯一代表资本家阶层的工会联盟，成立于1962年，拥有会员120多万人。

二 收入

2012年，土耳其共有人口7360.4万人，家庭2022.1万户，15岁及以上人数为5472.7万人，年均家庭可支配收入26577里拉。按照城乡来分，城市地区共有人口5040.1万人，家庭1422.1万户，15岁及以上人数为3783.4万人，年均家庭可支配收入29608里拉。农村地区共有人口2320.3万人，家庭600万户，15岁及以上人数为1689.3万人，年均家庭可支配收入19393里拉。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2012年进行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调查，20%富有者的收入是20%贫穷者收入的8倍。工资是土耳其民众收入的主要来源，占46.5%。来自退休养老金和遗属抚恤金等社会财富转移的比例为20%，还有20.4%的收入来自于业主收入。根据50%平均等价收入中位线标准，土耳其有16.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城市地区为13.8%，在农村地区为16.3%。16%的人口被视为“持续贫困者”，这些人所在的家庭平均等价收入低于贫困线，或者在过去三年中至少有两年处于贫困线以下。总的来看，2012年土耳其的基尼系数为0.402，较2011年下降0.002。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91，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77。

2012年，土耳其人的生活条件虽有所好转，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在全部居民中，有60.6%的人拥有住房，有40.6%的人的住房存在屋顶漏水、墙壁潮湿或者窗框和地板腐烂等问题，46.6%的人的住房存在暖气问题，61.3%的人拥有贷款或欠款（因住房和房屋开支需要支付的抵押贷款除外）。由于资金问题，85.9%的人没有能力支付在外度假一周的费用。61.8%的人没有能力支付难以预料的开支，78.8%的人没有能力支付更换旧家具和破损家具的费用。

如果无法满足以下条件中的四个，如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支付暖气、按时吃肉、拥有一辆汽车、拥有一台洗衣机、满足难以预料的开支等，则被视为物质严重匮乏。以此为标准，2012年土耳其的物质严重匮乏率为59.2%，较之2011年的60.4%略微下降。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土耳其的收入分配存在不平等问题，此外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较东南部和东部地区更为富裕，而后者处于欠发达状态，而且贫困率较高。

三 社会保障

医疗改革计划实施之前，土耳其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由以下五个机构组成：社会保险组织，商人、技工和自谋职业者社会保障机构，政府公务员退休基金，现职公务员计划和绿卡制度。为了便于进行统一社会管理，这五大机构在2005年之后陆续归属新成立的社会保障局管辖。

社会保险组织的覆盖人群主要包括私有部门的雇员和公共部门的蓝领工人，2008年覆盖率达到46.9%，在五大组织中居首位。该组织隶属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社保范围包括工伤、职业病、先天性疾病、残疾、年老、伤痛及死亡等。该组织于1965年经过法律批准正式建立，在全国共拥有118家医院、219家卫生站（类似于卫生部的卫生站）和189家诊所（类似于卫生部的卫生中心），负责提供直接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补助金。2005年，该组织的所有医疗设施都转移至卫生部。2008年，该组织的所有中心和地区分支机构的人员、物品与资产都转移至新设立的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SSI）。

商人、技工和自谋职业者社会保障机构于1971年建立，主要覆盖人群为自谋职业者、商人、技工及他们的家属，后期也扩大到失业者、家庭主妇、老人、在土耳其居住的外国人以及在国外工作的土耳其人等。1983年，该机构进一步将自谋职业的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障范围。1985～1986年，医疗保险也纳入到这一机构下。从1999年开始，农民开始从医疗保险中获益。2008年，该机构覆盖了20.7%的土耳其人口。该机构没有属于自己的医疗设施，主要从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购买医疗卫生服务。该机构在土耳其81个省都有办公室，拥有财政和行政权。2008年，该机构转移至社会保障局。

政府公务员退休基金主要覆盖对象为政府公务员及其亲属，既提供养老金，也提供医疗卫生抚恤金。该基金主要来自现职公务员的贡献和国家的财政补贴，公务员工资的1%投入到基金中。该基金没有属于自己的医疗设施，主要从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获得医疗卫生服务，2008年转移至社会保障局。

现职公务员计划的覆盖对象是政府公务员，通过总的财政预算进行支付。2010年1月转移至社会保障局。

绿卡制度建立于1992年，直接由政府出资。根据法律规定，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特殊的绿卡，从而可以免费享受门诊和住院服务，并且可以免费获得住院医疗药品，但门诊药物的费用需要自付。目前，该制度覆盖1100万人口，不过绿卡持有人的开支与政府的预算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土耳其卫生部是唯一具有权利签发绿卡的机构。

四 住房

土耳其房地产行业已开始崭露头角，尤其在最近十年更是蓬勃发展，为投资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根据2009年6月土耳其房地产会议提供的数据，2002～2007年全球住房市场平均增长5%，土耳其则增长了7.5%。尽管最近出现了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萧条景象，欧洲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但土耳其的房地产市场依旧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虽然整个欧洲都出现了需求下滑以及房价下跌趋势，但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土耳其2011年第二季度售出的公寓数量比2010年同期增加了18%，这说明土耳其的房地产行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土耳其总理府集体住房管理局主要负责建造经济适用房，土地由国家免费提供。经济适用房主要面向中低收入群体。集体住房管理局通过招标，委托房地产公司建房，价格为商品房的一半。

由于土耳其长期的通货膨胀，土耳其的开发商和买房者纷纷进入房地产领域，以尽可能地使资产免遭贬值风险。土耳其在2011年吸引外资总额为159亿美元，但是涉足房地产行业的外资仅为20亿美元，甚至比2010年的25亿美元更少。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土耳其人口增长以及迁往城市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土耳其每年的居民房需求大约为60万套，但是只有15%的土耳其人具有购房能力，其余的人要靠家庭、银行贷款和个人收入购房或租房。目前，土耳其30岁以下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50%，这一人群对住房需求较大。在土耳其本国需求和本地投资的推动之下，土耳其房地产行业已然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全球参与者不断涌入房地产市场无疑加剧了该行业的竞争，但大规模的并购又推动了该行业的扩张和整体增长。全球和本地置业者对土耳其房地产市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消息，伊斯坦布尔是欧洲“现有资产表现”“新资产收购”“投资前景”方间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同时，根据房地产外国投资者协会（AFIRE）进行的一项调查，土耳其是2012年新兴国家中最具吸引力的房地产投资目的地之一。

土耳其最抢手的地产位于西部和南部海岸，以及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首都安卡拉以及中东部的地产需求明显较低。土耳其房地产市场发展充分，有提供物业管理的公司，且这些公司能够成功地管理新购的度假房产。土耳其引入的一些关键法制改革使投资房地产市场更加容易，获利更高。《土地登记法》修正案、《按揭法》以及重新起草的税法都旨在提升土耳其房地产业的竞争力。由于人口结构因素和不断提高的经济指标，土耳其房地产市场前景十分光明。随着全球和本地企业数量的增加，写字楼、物流设施和工业区的需求也会相应增长。

土耳其前总统居尔批准了新房地产法，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和企业在当地购置房地产。中国是首次被土耳其列入允许国家名单之内。由于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拥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土耳其以往也不允许中国人在土耳其购置房地产。土耳其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未对希腊、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叙利亚和伊朗投资者开放。新房地产法不仅允许中国个人和企业购买住房，还允许他们投资商用房地产项目，这有助于加强两国的投资与商贸合作。目前，土耳其只允许私人和私有企业在土耳其购买房地产，而且中国公民到土耳其购买房地产还需要签证和居住证。土政府预计，新法的实施将为土耳其房地产市场吸引3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土耳其尤其期待来自中国、欧洲和海湾国家的房地产投资。

总而言之，土耳其房地产业的优势在于拥有健全的银行体系、新推出的抵押制度以及拥有信誉良好和实力雄厚的建筑公司等；劣势在于违建住宅和老住宅的比例高、土地面积有限且成本高昂，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地区；机遇在于住房需求大于供给、增长潜力巨大、住宅需提高抗震级别、对居民住宅和广场建筑的需求日益增加、贫民窟改造工程增加；威胁是土耳其地震风险高，特别是马尔马拉地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主要工业区都位于此地，房地产行业波动性大。

五 移民

由于在地理上靠近欧洲地区及位于中东地区，土耳其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的国度。目前，土耳其移民海外的约有500万人，其中西欧地区约有400万人，北美地区约有30万人，中东地区约有20万人，澳大利亚约有15万人。土耳其是一个移民目的国，2014年土耳其的外国移民约有150万人，主要由技术移民组成，如专家、学者、留学生和退休人员等。土耳其也是非法移民的目的国，非法移民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俄罗斯、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还是一个避难国家，目前难民、避难者和无国籍人（不包括叙利亚人）的数量达到35785人，截至2014年12月在土叙利亚难民已达到155万人。此外，库尔德争端也导致大约120万人在20世纪90年代被迫移民他国。

自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一直试图参与到全球移民管理事务中，在地区层面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履行其职责，而在国家层面则根据欧盟标准调整相关立法。在此期间，土耳其的移民政策做出了重大改变，其根本动力在于加入欧盟。土耳其除了在立法上进行改革以满足欧盟的正义、自由和安全标准外，最重要的改革还在于通过了《外国人和国际保护法》，该法对移民和避难问题构建了崭新的司法和制度框架，被视为土耳其为符合欧盟标准而试图建立有效的移民管理制度的标志。此外，土耳其还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签约国。

从地区层面来看，土耳其已经与高加索和邻国签署《签证自由化协议》（2009年与叙利亚、阿尔巴尼亚、利比亚、约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签署，2010年与黎巴嫩签署），与众多国家（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乌克兰、希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基斯坦、也门、俄罗斯、尼日利亚和摩尔多瓦）签署《再准入协议》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并鼓励相关国家打击非法移民。自2006年始，土耳其担任布达佩斯进程主席国，负责组织包括欧洲理事会在内的53个国家政府和21个国际组织进行政府间的非正式合作对话。该进程的目的在于为移民管理制定全面的、可持续性的政策。同时，土耳其还促进丝绸之路工作组（Silk Route Working Group）的创立，积极推动从东欧到土耳其这条移民路线上相关国家的积极合作。

从国家层面来看，土耳其的移民政策一直按照欧盟的“共同”移民政策进行调整。因此，土耳其同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避难移民和人口贩卖等问题上开展合作。2004～2005年，土耳其与丹麦和英国在“移民和避难”问题上开展合作，与法国和英国在“综合边境管理”问题上开展合作。

概括而言，土耳其的移民运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20世纪上半叶移民运动盛行。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导致非穆斯林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同时也促使大量穆斯林和突厥人移入。除了因为宗教和族裔带来的移民流动外，土耳其的移民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比较有限。第二，从1961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土耳其出现向西欧国家的劳工移民潮。虽然欧洲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劳工移民进行限制，但西欧仍然是土耳其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土耳其公民通过家庭团聚和避难等原因移民欧洲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此外，由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土耳其公民开始移民到新的目的国，如中东国家等。第三，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与欧洲移民体系建立联系，土耳其也成为过境移民国和移民目的国。在此期间，土耳其接收了大量来自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国家的避难者，以及大量旨在移民欧洲的过境移民、来自邻国和独联体国家的劳工移民等。第四，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成为土耳其公民新的移民目的国。截至20世纪末，有300多万名土耳其公民移居国外，其中270万人移居欧洲国家，主要为德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仅在德国就有200万人，这使得德国成为土耳其最大的移民目的国。具体而言，二战后，欧洲国家对国外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因而其移民政策基本以鼓励为主。这种外部需求被土耳其纳入本国的发展战略之中。土耳其在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62～1967年）中制定了出口剩余劳动力的政策，目的是缓解失业问题和获得大量汇款，促进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为此，土耳其同联邦德国签署了第一份《双边劳务用工协议》，之后又分别与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签署双边协议。此外，土耳其还与英国、瑞士、丹麦和挪威等国签署了相关协议。

这一系列协议的签署推动了土耳其移民潮的形成。1961年后，土耳其赴欧洲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到1964年时达到6.6万人。随着1966年和1967年经济衰退，劳工移民数量迅速回落。1967年，土耳其就业办公室仅向欧洲派遣工人9000人，而在出国候选名单上的人数为90万人。随着经济的复苏，土耳其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进入大规模移民阶段，每年约有10万人离开土耳其。受石油危机和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影响，这种有规律的劳工移民潮最终于1975年结束。土耳其官方数据表明，1961～1974年通过土耳其就业办公室派遣到欧洲的移民工人约有80万人，其中有81%派遣到德国，7%到法国，5%到奥地利，3%到荷兰。这一时期的工人人口特征表明国内和国际移民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根据土耳其就业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这一时期土耳其移民工人中有1/3是来自国内三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虽然这些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出生在城市的技术工人，但大多数是出生在农村的非技术工人，他们首先从农村搬迁到城市，然后移民到西欧。

事实上，西欧国家从1975年开始就几乎不再大规模接收土耳其移民工人了，但在西欧国家定居的土耳其公民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因为这些工人通过获得永久居留权或者获得所在国的公民身份而成功移民到这些国家，建立起移民内部网络。但大量土耳其人仍然通过以下三种途径移民到欧洲：家庭团聚、避难申请、秘密劳工移民。

（1）家庭团聚。土耳其移民的大量增加是因为第一代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或者通过申请家庭团聚而使得其他家庭成员也来到目的地国。申请家庭团聚是女性的主要移民方式。

（2）避难申请。198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大量民众希望到欧洲进行政治避难，其中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占绝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土耳其每年向欧洲寻求避难的申请者为1万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4万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时为3万人，随着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从2000年开始申请人数不断下降，2008年仅为7000人。西欧国家接收了大量来自土耳其的避难者，占土耳其1981～2005年所有欧洲移民总数的2/5。

这些避难移民到欧洲后就建立起相应的移民网络和移民社区。因此，一些由于经济原因希望移民欧洲的土耳其公民有时也会通过申请避难而进行移民，使得政治避难者和经济移民之间很难区分。概括而言，1983～1994年，土耳其避难移民的目的国依次是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奥地利、英国和瑞典。1989年以来，英国成为库尔德裔土耳其人最重要的避难国之一。1999年，在欧洲避难的土耳其人中约有一半被德国接纳，法国也渐渐成为主要避难国，例如2005～2006年，来自土耳其的避难申请占了法国所有避难申请的30%。

（3）秘密劳工移民。1974年之后，秘密移民欧洲的土耳其劳工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所采取的非法移民方式主要包括：非法进入接收国、以旅游签证合法进入后逾期不归国、申请避难被拒绝后滞留。虽然土耳其秘密劳工移民的数量很难准确估计，但从2004年起似乎有下降的趋势。

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国。20世纪80年代时，定居在欧洲国家的土耳其移民的数量为200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增加到290万人，2000年时下降到270万人，21世纪前十年仍然保持稳定。然而，欧洲并不是土耳其移民的唯一方向。

受石油危机、经济停滞和欧洲关闭边境的影响，土耳其与澳大利亚于1967年签署劳工协议，使得欧洲以外的劳工输出国成为土耳其政府劳工移民政策重点考虑的对象。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东其他国家也开始成为土耳其劳工移民的目的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有大量学者、大学毕业生、赴外求学和工作的大学生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而独联体国家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土耳其劳工的移民目的国。不过，这一阶段的移民潮也导致了土耳其人才的大量流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东其他国家成为土耳其移民的新方向。1974年之后，土耳其的移民运动转向中东的石油输出国。随着1973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伊拉克、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这一需求恰好与土耳其寻找新的剩余劳动力输入国的政策相契合。据统计，1975年，土耳其派遣到中东其他国家的劳工数量为7.5万人，1980年增加到40万人。20世纪90年代，随着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工程的陆续竣工以及海湾危机的爆发，这些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少。据土耳其就业办公室统计的数据，2000～2005年，土耳其输往中东其他国家的劳工数量不到1万人，2006年增加到4万人，2008年为2.5万人。2008年，中东60%的劳工移民被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吸收，但土耳其劳工移民在本地区的首选目的地并不清晰，因为这些劳工移民的合同性质大多是浮动和短期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独联体国家成为土耳其移民的又一新方向。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开始推行重建计划，这些国家的大型基建项目成为土耳其劳工移民的新方向。随着土耳其企业的参与，新一轮劳工移民潮也开始出现。1996～2000年，赴独联体国家的土耳其劳工有6.5万人，2001～2005年增加到9万人。虽然官方数字显示2000～2006年的劳工移民数量稳步增加，但2007年锐减到3.6万人，2008年为1.95万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派遣海外的劳工总数不断减少，而首选国家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虽然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移民接收国和移民中转国。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后，土耳其接收了大量伊朗避难者。大规模伊拉克避难者分别在1988年、1990年和1991年涌入土耳其，再加上周边邻国大量劳工移民、中转移民和常规移民的涌入，土耳其首次出现了移民移入潮。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土耳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西方国家的许多专家和退休者也开始移民到土耳其。概括而言，移居土耳其的外国移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合法移民、避难者、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又可分为非法劳工移民和非法过境移民两类。

（1）合法移民。合法移民指的是那些凭借有效证件进入、定居或离开一国的移民。根据土耳其公安部数据，土耳其2008年发放给外国人的居住证为17.5万张，其中1.9万张属于工作目的，2.9万张属于学习目的，12.7万张属于其他目的。在所有移民中，操突厥语的移民占大多数，而土耳其法律也鼓励来自中亚突厥国家的公民移民到土耳其。来自苏联国家、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也较为庞大。此外，还有一部分移民是来自欧洲的退休者，他们在土耳其购买房地产。

（2）避难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耳其赴欧洲的避难者增多，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也成为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避难者的中转国。土耳其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公约》及其1967年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但对议定书做了地域限制性保留。该公约适用于从“欧洲国家”进入土耳其境内的寻求庇护者。那些来自“非欧洲国家”并提出庇护申请、获得“寻求庇护者”地位的人，可被允许在境内居住，直至他们通过难民署在第三国得到重新安置。因此，土耳其成为寻求到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地进行避难的移民的桥梁。在20世纪90年代末，每年的避难申请者为6000人，2005年降到4000人，2007年增加到7000人，2008年增加到1.3万人。总体看来，1997～2005年，共有2.4万人申请在土耳其避难。

（3）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指的是那些没有必要文件，如护照、居住证或者工作许可证而进入、居住或者离开土耳其的移民。土耳其接收了大量非法移民，占土耳其接收移民总数的1/4，实际人数可能会更多，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摩尔多瓦和伊朗。非法移民包括非法劳工移民和非法过境移民两类。合法进入但逾期不归的劳工移民一般集中在娱乐业、纺织业、建筑业和旅游业等部门。非法劳工移民大多是女性，因为土耳其的娱乐业、纺织业大多需要女性而不是男性。从2000年开始，土耳其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由于欧盟扩大进程的推进，东欧国家移民到土耳其的人数不断降低。非法过境移民主要指的是亚洲、非洲等国家的人口借道土耳其移民到欧洲。1995～2008年，土耳其的非法过境移民数量达到75万人，主要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叙利亚等国。随着土耳其入盟进程的推进以及欧洲对边境控制的加强，过境移民的数量不断减少，从21世纪初期的10万人下降到2006年时的5万人，土耳其的凡湖地区、伊斯坦布尔地区和爱琴海地区是过境移民的主要落脚点。

为保护海外土耳其人，土耳其于2010年设立海外土耳其人和相关社区总署，隶属于总理府，目的是希望海外土耳其人能够有效捍卫自身权利，同时对所在国的决策施加影响。目前，海外土耳其人约有600万人，建立非政府组织将近5000个。该机构希望将这些组织动员起来，为海外土耳其人提供培训课程，使之能够熟练使用移民国语言表达自我，同时也不失去自身文化身份，增强法律意识，维护移民在所在国的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参与移民所在国的决策进程。2010年，第一届海外土耳其人大会召开，有2200人参加此次会议，制定土耳其海外移民战略。海外移民代表接受了相关培训，内容包括，如何捍卫海外移民的权利，如何在欧盟国家或者土耳其得到经济支持等。

为了使海外土耳其移民社区有效地组织起来，土耳其政府给予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觑。在20世纪60年代出国的土耳其人大多是为了获得就业机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拥有根深蒂固的国家观念，因而害怕在移民所在国采取积极行动维护合法权益，这种思维导致他们的权益频繁受到压制。海外土耳其人和相关社区总署的设立提高了海外土耳其人的法治意识，积极维护其合法权益。该机构还向海外土耳其人建立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经济资助，目前资助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普遍性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向该机构提出申请，根据具体领域和具体项目获得资助。第二种是指定性的，非政府组织可以申请由该机构设定的项目，如土耳其语言教育，鼓励参与政治生活、反对违反人权的政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动员海外土耳其人对某些话题集体发声，捍卫合法权益。

虽然欧洲国家不再大规模引进土耳其劳工，但是土耳其移民欧洲的人数仍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归国移民也是土耳其移民进程的一部分。目前虽没有具体数字，但根据欧盟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返迁行动和奖励法》，1980年之前归国移民每年不超过6万人，但在1983～1984年，从德国返回土耳其的移民达到31万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锐减到3.7万人。据估计，在1980～1999年，约有150万名移民返迁到土耳其。

第三节 医疗卫生

一 概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显著进步，主要的医疗卫生指标如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和产妇死亡率都有大幅度改善。尤其是2003年以来，土耳其政府推行的医疗体制改革计划（Health Transformation Program，HTP）极大地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2010年，土耳其婴儿死亡率为10.1‰，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3‰。这两项指标在2000年时分别为31.6‰和44.0‰；在1990年时分别为51.5‰和82.0‰；在1980年时分别为117.5‰和133.0‰。土耳其女性的平均寿命在2010年时为76.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1.8岁，国民平均寿命为74.3岁。而这三项指标在2000年时则分别为73.1岁、69.0岁和71.0岁，在1990年时分别为69.5岁、65.4岁和67.4岁，在1980年时分别为60.3岁、55.8岁和58.1岁。土耳其的产妇死亡率在过去十年以每年5.5%的速度迅速下降。

虽然土耳其婴儿死亡率在过去三十年中显著降低，但它仍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高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土耳其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落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和传播。土耳其东西部地区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和产妇死亡率均存在差异。第一，就婴儿死亡率而言，据土耳其人口和卫生调查数据，2003年时土耳其东部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为41‰，西部地区（伊斯坦布尔地区）为22‰，到2008年时东西部地区婴儿死亡率分别为39‰和16‰，2010年时分别为14.1‰和7.5‰。第二，就平均寿命而言，2001年时东部地区的女性平均寿命为69岁，男性平均寿命为65.5岁，但是西部地区的女性平均寿命则为73.4岁，男性平均寿命为69.3岁。第三，就产妇死亡率而言，2006年时土耳其的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二十八点五，其中东北部地区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六十八点三，西部地区则为十万分之七点四。2010年时土耳其的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十六点四，其中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二十五点六，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为十万分之十点六。

截至2008年，土耳其全国医院达1352所，病床达203603张（见表6-1）。

表6-1 土耳其医院与床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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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土耳其卫生部统计数据表明，局部贫血引发的心脏病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脑血管病、慢阻肺病、遗传疾病、呼吸道感染疾病、心脏病（高血压引起）、肺癌、糖尿病、先天性疾病、腹泻、胃癌、肾病和白血病等。2009年，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造成死亡的主要病症包括：肺部循环疾病（占39.9%），恶性癌症（占20.7%），呼吸道疾病（占8.9%），内分泌、营养和新陈代谢等疾病（占6.4%），外伤和中毒（占4%）。

吸烟是影响土耳其公民身体健康的最主要因素。据全球成年人烟草调查数据，2003年土耳其15岁以上的每日抽烟者人数占全国人口的31.2%，2008年为27.4%，2010年降到11%。虽然土耳其政府曾经采取各种禁烟措施，如限制香烟广告、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以及增加烟酒税等，但直到2008年新颁布的《烟草法》实施后才有明显成效。《烟草法》规定所有封闭的公共和私人场所如餐厅、交通工具以及对公众开放的地方都禁止吸烟。该法于2009年7月正式实施，这也使土耳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的无烟国，并在2010年欧洲烟草控制评级中位列前茅。

二 历史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成立后就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视为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并由卫生部负责医疗卫生服务的具体实施。鉴于当时国内的条件，卫生部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战后国家和人民面临的健康问题、提高医护人员的数量和服务质量、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以及加大预防性医疗卫生服务的力度等。从历史上看，土耳其医疗卫生事业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奠基阶段（1921～1937年）。土耳其的医疗卫生制度在第一任卫生部长雷菲克·萨伊达姆（Refik Saydam，1921～1937年在任）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一些成果直到今日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土耳其政府颁布的《公共卫生法》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制定了详细法规和规定；省级卫生署和医疗办事处的建立为乡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8年建立的公共卫生学院则是开展疾病预防工作的重要机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生产出多种疫苗。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住院病人的治疗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学习的对象则是由卫生部建立的模范医院。卫生部的初衷是希望将这些模范医院移交给地方政府，但最终并没有落实到实践中，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严格的集中式医疗组织结构。第二，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医护人员数量不断增长。为了能够将有限的医护人员平均派遣到各个地方，卫生部特别制定了义务医疗服务制度。为了吸引学生报考医学专业，政府对医学院的贫困学生给予额外补助，提供免费住宿等。为了提高疾病的预防能力，从事疾病预防工作的人员的工资标准较其他人要稍高一些。通过实行以上措施，土耳其医生的数量显著增长，由1923年的554名上升到1930年的1182名，1940年则达到2387名。

（2）起步阶段（1938～1960年）。该阶段的重点是加强对住院病人的治疗，对疾病预防工作的要求有所降低。在此阶段，土耳其的医疗卫生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被分为7大地区，设立了21种不同类型的医疗卫生机构，如普通医院、精神病医院、疗养院、传染病医院、医疗康复中心以及日托中心等。所有医疗卫生机构都被纳入卫生部的统一管理之下。医疗卫生服务的集中化成为土耳其医疗卫生制度的转折点。在集中化政策下，土耳其每40个乡村必须设置一个有10张床位的卫生中心，配备医生、护士和助产士，且要求他们必须接受过乡村教育；每10个乡村必须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助产士。卫生部计划在全国建立1000所卫生中心以有效地开展预防和诊治工作，同时在每个地区建立一所医学学校，鼓励私人部门参与相关建设。

20世纪40年代，为了阻止疟疾、肺结核和沙眼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卫生部设立了垂直机构管理模式，医疗卫生事业各部门都隶属于卫生部，但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该管理模式目前仍在运行。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还颁布了一批关于医疗卫生的法律，有些经过修正沿用至今。例如，1920年颁布的第38号《法医学法》，1928年颁布的第1262号《药品和医疗制剂法》，1929年颁布的第121号《医学、药学和医疗实践法》，1928年颁布的第1962号《药店和药品法》，1930年颁布的第1593号《公共卫生法》和1936年颁布的第3017号《卫生和社会救助部组织法》等。

（3）发展阶段（1961～1980年）。20世纪60年代初期，土耳其有2/3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除了由卫生部垂直管理机构提供的疟疾、肺结核、沙眼、梅毒等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外，人们基本无法获得其他医疗卫生服务。在此时期，土耳其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卫生指标较低、医疗卫生服务不均衡以及医疗卫生人员地区分配不平衡等。为此，1961年颁布的第224号《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法》强调以人口为基础，重视社区的参与以及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咨询系统的支持。该法规定每5000人要建立一个卫生中心，配备一名医生和多名工作人员，每2000人要建立一个卫生站，配备一名护士或助产士。1963年，新的医疗卫生体制开始在最贫穷地区实施，1983年覆盖到全国。

土耳其的社会保障事业在这一时期取得明显进步。1965年，土耳其成立社会保障组织，覆盖范围包括蓝领工人（手工劳动者）及其亲属。社会保障组织拥有相关医院和医疗卫生设施，具有直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直到2005年才将所有设施和职能移交给卫生部，从而使卫生部成为医疗卫生服务的最主要提供者。同时，土耳其还成立了其他社会保障机构，如1950年建立的政府公务员退休基金和1971年建立的商人、技工和自谋职业者社会保险机构。

（4）进步阶段（1981～2002年）。土耳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经济和社会自由化政策。1982年土耳其宪法规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是国家的责任，并规定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此后，建立全民医保成为土耳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议程。1990年，国家计划署制定了《土耳其卫生部门总体规划》，该规划包括改革土耳其的医疗卫生制度，实现购买方和提供方的分离，以及引进全民医保和家庭医生计划等。这份规划成为土耳其医疗改革的起点。随后，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召开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卫生大会就医疗卫生部门的未来规划和扩大相关权益方的参与进行了重点讨论。1993年，土耳其卫生部颁布了《国家卫生政策》，提出了医疗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实行全民医保计划，设立家庭医生计划，承诺赋予医院更多的金融和管理自由权等。

1990年，土耳其政府与世界银行签订贷款协议后，医疗改革计划得以加速实施。双方在1993年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包括提升试点省份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以及推动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双方在1994年开展的第二个项目目标为：提升试点省份的公共卫生水平，减少预防性疾病和死亡性疾病的爆发率，提高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利用率和获得度，加强中央和边缘地区的管理能力，以及加大对医疗卫生改革的支持力度等。然而，土耳其在1990～2002年遇到了深层次政治危机。20世纪90年代，作为决策机构的大国民议会的停滞导致上述医疗改革计划的失败，有关全民医保和家庭医生计划的法案已经形成草案，但最终未能进入大国民议会议程。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获得选举胜利后承诺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5）改革阶段（2003年之后）。2003年之后，在卫生部制定的医疗卫生改革框架下，土耳其的医疗卫生事业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了《社会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险法》，将全民医保计划纳入改革进程，开始推广家庭医生计划，不断开展新的疾病预防和基础医疗卫生项目，并将所有社会保障组织纳入卫生部统一管理下，尽可能地扩大在贫困地区的覆盖率。

三 机构

2003年之前，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面临严重的问题，如医疗卫生融资系统条块分割严重导致低效和不均现象频发、贫困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农村地区医疗保险费用高昂而且获得医疗服务难度大等。为此，土耳其政府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医疗卫生改革计划，旨在建立一个能为全体人民共享的、公平的和高质量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土耳其人民的健康指标，使其与世界上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指标持平。

目前，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的主要机构如表6-2所示。

表6-2 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的主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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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医疗卫生政策制定机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是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所有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且所有立法活动都必须经由大国民议会批准后才可实施。国家计划署负责制订五年发展计划，并对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所有国家事务制定发展的总方向。卫生部是制定医疗卫生政策的最重要部门，也是大部分政策的提出者和执行者。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大学以及医学教育相关人士参与政策制定。最高法院对于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作用，有权撤销违宪的任何法律。最高法院曾经撤销过《社会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险法》的部分法律条文。

第二，医疗卫生行政决策机构。卫生部及其下属的省级卫生署对于医疗卫生服务负有全面责任。省级卫生署负责在农村地区实施医疗卫生服务，并履行卫生部协调机构的功能。各省省长代表国家、政府和部长履行最高行政权力。各省卫生直管官员通过省长与卫生部进行工作对接。

第三，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机构。土耳其医疗卫生事业的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2.4%提高到2008年的6.1%，医疗卫生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9年的2.9%提高到2008年的4.4%。医疗改革计划促使医疗服务得到改善，医疗卫生融资渠道不断拓展，个人支出的比例也显著下降。据国家卫生数据显示，2008年的医疗卫生资金中有43.9%来自社会医疗保险，29.1%来自政府，17.4%来自个人自费，9.6%来自私有部门。

第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土耳其与欧洲国家相比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医护人员严重短缺。2010年，土耳其每10万人中有167名医生，每10万人中有156名护士。虽然土耳其医护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与欧盟国家平均标准以及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中海国家相比仍然处于严重落后状态。不过土耳其医护人员在地区分配上取得了明显进步，这是因为土耳其制定了《义务服务法》并对医护人员的调迁设置严格规定，这有助于解决医护人员地区分配不平衡问题。

四 改革

全民医保是有效扩大医疗卫生服务、减少国民医疗经济负担以及提升国民健康指数的重要途径，土耳其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努力。在三十多年缓慢发展的基础上，土耳其从2003年开始推行的医疗卫生改革为降低医疗卫生费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以及提升国民健康指标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民医保的实现带来了希望。

土耳其医疗卫生改革始于2003年，共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医疗卫生改革支持项目，时间跨度为2003～2008年，共有五个目标，分别是增强卫生部门行政能力、增强医保和卫生部门保障能力、改革医疗服务提供方式、加强公共卫生职能及其人力配备，以及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信息系统。第二个阶段为医疗卫生改革及社保改革项目，时间跨度为2009～2013年，共设定三个目标，分别是制定土耳其卫生部未来几年战略发展规划，试行为预防性医疗服务提供以效果为导向的融资机制，以及加强社会保障组织的能力。

土耳其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分散的医疗保险制度导致医疗经费的不充足和分配不公平，进而导致最贫困人口医疗保险的低覆盖率以及高昂的自费医疗费用；基础医疗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导致人民享受医疗服务的不公平；医疗服务效果在东西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因此，由土耳其卫生部制定的医疗改革方案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和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医患满意度、卫生服务利用效率以及卫生筹资的可持续性。

土耳其医疗卫生改革在启动时就成立了由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各部门主任组成的医改领导小组，负责整个医改的设计、执行、监督和整改。医改领导小组得到了总理和大国民议会的坚定支持，这为医改提供了保证。此外，卫生部还以自身班底为基础成立了医改执行小组，为医改领导小组提供行动支持。医改之初，以卫生部部长为首的医改领导小组走遍全国81省，与各省省长和主管卫生的官员就医改问题进行讨论。初访之后，医改领导小组成员、医改各部门协调人员以及地方权益方还定时出席省级卫生会议，对医改执行细节进行讨论。在对全国各省进行340次走访后，以卫生部部长为首的医改领导小组了解了医改执行中遇到的挑战，倾听了地方对于医改执行过程的担忧，同时也获得了医改各部门汇总的信息。这种与省级主管建立直接沟通渠道的方式有利于医改领导小组和执行小组之间的双向信息分享。卫生部相关部门接收到信息后可以很快付诸行动，这对于建立相互信任和推动医改的迅速执行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过医改后的土耳其医疗卫生事业在以下方面实现了巨大进步：将三个独立的社会保障机构纳入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管辖之下，以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绿卡制度为依托，基本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覆盖，尤其扩大了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获得率；自费医疗开支占家庭开支的比例在2004～2008年明显下降；新引入的家庭医生制度覆盖了全国20%的人口，在2010年底基本实现全国覆盖；将公立医院纳入卫生部统一管理之下，引入绩效管理机制，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专业化。

具体而言，土耳其医疗卫生改革主要在以下方面实现了重大进步。

第一，增强了卫生部的治理与监管能力。土耳其医疗卫生改革的最重要目的在于转变卫生部的职能，在保留关键的公共卫生职能的基础上使之从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决策者和监管者。从1987年到2002年，卫生部职能的合理化尝试没有取得明显进步。虽然大国民议会早在2003年医改之前就批准了卫生部的重组计划，但由于总统否决了《公共行政法》，导致重组计划搁置。2003年之后，卫生部的作用随着医改的推进得到扩大，将社会保障机构和绿卡制度全部纳入卫生部统一管理之下。随着2010年《卫生部重组法》和《自主医院法》的颁布，卫生部的作用有望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将职责集中在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信息收集、医疗评估、部门协调和监管方面，而将公共卫生保障、医疗服务提供、医疗技术评估等职能转移至其他机构。

第二，推动全民医保事业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改革致力于夯实现有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局，并使其服务范围扩大至全体国民，从而促进全民医保事业的发展。2006年，土耳其颁布《社会保障局法》，设立社会保障局，负责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全民医保的统一执行。2008年10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第5510号《社会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公职人员（约有800万人）和绿卡持有人（约有1300万人）在未来三年内将分阶段被纳入全民医保范围。从2007年1月起，即使未被纳入医保范围的公民在享受疾病预防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后无须付费。

第三，促使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方式的改变。通过对家庭医疗卫生实践、公共卫生协会和社区卫生中心的改革，土耳其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方式出现以下四方面改变：启用家庭医生制度以提供门诊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将卫生部和社会保障组织所属的医院进行整合并赋予其较大自主权；建立新的病患查询机制；推行有助于提高人口健康指数的各种计划，如加强疾病监管、加大对妇女与儿童疾病预防与非传染性疾病控制等。作为先行计划，家庭医生制度首先在33个省进行试点，截至2008年共覆盖1960万人。卫生部的报告显示，推行家庭医生制度的省份要比仍然实行基本医疗服务的省份的患者满意度高，二者满意度分别为86%和75%。同时，实施家庭医生制度省份的医生和护士的满意度也达到较高水平，分别为90%和70%。

第四，医疗卫生事业的人力资源得到极大发展。医改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大量技术高超、能力突出、适应卫生部及其相关机构变革要求的医疗卫生人才，因此要求在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制定医疗卫生事业政策与规划，二是推动公共卫生学校的发展并使它成为向卫生部提供支持、培训医护人员和进行医学研究的优秀基地。此外，土耳其卫生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将解决医护人员短缺问题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而坚持，签署协议以提高医学院校的学生数量。卫生部实施的中期和短期战略则包括为普通医师进行两级职业培训。另外还引入绩效工资制度，显著提高了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也增加了病人和医护人员的满意度。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行了远程教育培训计划，对医疗卫生管理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管理和领导能力，使其成为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社会规划署也不断推进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医疗人员的培训提供硬件基础。

这些人力资源计划的开展扩大了医疗卫生队伍，医护人员从2002年的256000人增加到2012年的507000人。体制外医疗卫生队伍人数从2004年的11000人增加到2010年的126000人。从2004年至2010年，专门医师从53300人增加到63600人，普通医师从33300人增加到38800人，护士从82600人增加到114800人，助产士从42700人增加到50300人，辅助人员从57700人增加到94400人。

第五，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为了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土耳其设立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为社会保障制度设立标准并建立医疗记录和信息网络；第二步是在医院之间建立网络和信息分享渠道，推动医疗卫生信息体系和社会保障信息体系的早日建成。为此，土耳其启动了电子医疗工程，加大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为建立能够覆盖所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所有参与者的医疗卫生信息体系提供条件。该工程致力于收集所有医院的电子医疗记录和相关医疗数据。

第六，公民的健康权得到进一步保障，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则进一步扩大。土耳其于2003年颁布《病人权利条令》，2005年正式开始实施。该条令规定病人有权获得医保和医疗服务，有权选择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医生和家庭医生。该条令规定要设立新的机制使病人可以直接就医疗服务的质量、满意度和期望表达看法。这些新机制包括：电话投诉（2010年扩大到社会媒体）、卫生部信息交流中心、总理府信息交流中心、公立医院病人权利部门以及初级医疗卫生中心病人权利部门。根据该条令的规定，病人的投诉会被反馈到具体医院或者提交至各省的病人权利委员会。这些新机制增加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在医改之前是不存在的，同时可以使病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展直接交流，为提高病人的满意度和期望提供了途径。除建立新机制外，土耳其还加强公民的健康权利和自我意识的培养。

第七，投入到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进一步增加。1990年，土耳其的全部医疗支出为15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2008年时为91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2003～2008年，土耳其经济持续增长，为医疗改革和医疗开支迅速增加提供了财政基础。2004年，土耳其医疗开支的增长率为10%，2005年为14%，2006年为8.7%，2007年为1.3%。2000～2008年，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是医疗开支保持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占全部医疗开支的比例从2000年的63%增加到2008年的73%。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上的投资额也增长了8倍，从2003年的6.03亿里拉增加到2008年的54亿里拉。与此同时，私立部门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从2003年的1亿里拉增加到2008年的13亿里拉。

据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土耳其的医疗卫生制度和医疗卫生改革在健康水平、资金保障和病人满意度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步，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然而土耳其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未来仍然面临众多挑战，医疗改革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


第七章 文化

第一节 教育与科研

一 教育概况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学校被划分为三个各自独立的级别，最普遍的是乡村学校和宗教学校，以教授《古兰经》和阿拉伯语为主；其次是中学，支持教育改革创新；最后是大学和进行外国语教学的少部分学校。1924年3月3日，第430号教育整合法试行，这三个级别的学校都被纳入其中，第一种停办；第二种在自身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第三种被归入教育部的监测体制之下。1928年11月1日，第1353号法案通过了新的拉丁文字母表。1932年，土耳其语协会成立，以保障土耳其免受外来语言的影响。1933年，根据第2287号法案，成立教育部。

土耳其独立战争之后的凯末尔改革，也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土耳其直到1997年才实行五年制义务教育，1997年的教育改革提出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计划。2012年3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即中小学教育基本采用“4+4+4”模式（四年小学教育第一阶段；四年小学教育第二阶段；四年中学教育）。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中小学教育由政府提供资助，公立学校对于6～18岁学生提供免费教育。高中教育也实行强制性义务教育。

2011年土耳其有166所大学。
 
[1]

 除了安纳多卢大学的开放式教育学院，进入任何高校的前提条件均是参加全国性考试，即ÖSS，高中生只有通过考试才有资格进入大学继续学习。

二 教育体系

土耳其教育体系由土耳其教育部监管。土耳其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6～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在公立学校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目前，土耳其小学的入学率高达98%。

土耳其学校的学年一般从9月中旬或10月上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5月或6月初。每年2月学生可以享受为期两周的寒假。

土耳其教育体系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学前教育（3～5岁），为6岁以下孩童的幼儿园教育（非强制）。第二，初等教育（6～13岁），八年免费义务教育。第三，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科学中学等，最少4年。有的学校可能还额外设置一年的语言学习课程。普通中学大多由政府开办和管理，学生可免费接受教育。第四，高等教育。四年大学或两年大专教育，有的学校可能还额外设置一年的语言学习课程。硕士学位一般须修满两年、博士学位须修3～5年。这一范畴包括所有提供中学后教育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都由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进行监管。

土耳其的中学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公立普通中学。成功完成八年义务教育的学生都可入读普通中学继续学习。通过全国考试的高中毕业生可报读高等院校进行进一步深造，毕业生可获得高中文凭。第二，职业中学。毕业生可凭自己意愿入读各专业高职院校（两年制职业学校）。通过考试的毕业生还可报读四年制大学进行深造。第三，安纳托利亚中学。即一年英语学习加上三年普通高中教育。此类学校的数学和科学有时采用英文教授，某些安纳托利亚中学的课程则采用德语或法语教学。第四，超级中学。超级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差别在于其设置了一年的英语学习课程。超级中学和安纳托利亚中学的区别在于其数学和科学都使用土耳其语教授，英语学习的课时也更少。第五，科学中学。这类特殊的公立学校只招收在科学方面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为学生提供科学、技术和医疗领域的高等教育。安纳托利亚科学中学的数学和科学有时用英语教授。第六，私立中学。大部分私立中学收费极高，颇具竞争力。

土耳其的大学由高等教育委员会监督和管理。土耳其有104所国立大学和62所私立大学。除此之外，土耳其还有8所为学生提供职业技能教育的高等职业院校。

第一，国立大学。大学本科教育一般为4年，但是医学本科需学习6年，牙科和兽医科需学习5年。土耳其的高中毕业生可直修医学、法律、牙科等专业课程，但前提必须是通过全国考试。顺利完成4年大学课程的学生可获得学士学位。有些国立大学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德语或法语，大学师生间的沟通和报读申请都可用英语、德语或法语完成。但大部分国立大学的教学语言还是以土耳其语为主。通过考试且有一定土耳其语功底的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语言学习后就可熟练掌握土耳其语。

第二，私立或基金会大学。1984年，土耳其的私立机构取得开设大学的权力。开设大学的根本目的是创建一个高等教育及研究中心，为社会输送高级人才。私立大学更积极地构建全球教育及研究网络。大部分私立大学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几乎所有私立大学都有为英语不够好的学生额外开设的时长一年的英语学习课程。这些大学虽然是私立性质的，但其设有为贫困学生提供的数额可观的助学金，超过40%的学生享受过助学补助。

研究生课程分为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想报读医学专业课程的学生需申请入读医学学院，医学学院的实习医院由土耳其卫生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SGK）开设。

第三，高等职业院校。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两年制大学教育，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大学，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由于名额有限，美国社区大学的学生不能轻易入读四年制大学，而土耳其高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必须参加全国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报读大学。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可获得预备学士学位。

三 科研机构

土耳其的科研机构主要分为五类。

1.公共研究机构


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TGBITAK）
 1963年建立，是土耳其的全国科技管理机构。主要任务是协调、组织、促进和发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它的建立使土耳其的科学技术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其下设有7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基础科学、制造业、建筑、弹道学、电子、亚热带水灾、工业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


马尔马拉研究中心（MRC）
 1972年建于伊斯坦布尔。该中心鼓励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每年获得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拨款资助。该中心的工业服务部为一些工业公司提供管理和技术咨询。MRC的研究领域包括微生物学、食品技术、煤技术、环境研究、有机无机合成、植物化学等。


安卡拉电子研究和发展研究所（TAEAGE）
 1985年建于中东技术大学校园内。其研究工作包括工程样机的生产及阶段性测试：为公共和私人机构在生产发展和生产阶段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提供帮助；为公共和私人机构的设计、筛选和系统应用方面有关的问题提供帮助。


国防工业研究和发展研究所（SAGE）
 1972年建于安卡拉。主要任务是为新的防御体系进行研究工作；根据土耳其军队的要求为筛选、操作和运用进口系统提供帮助；研究所还从事合成固体燃料、火箭引擎设计、导弹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材料、机械设计、电光、防卫支持系统和操作系统方面的研究。


土耳其原子能管理局（TAEK）
 1957年建立，1982年改组。它在核能、核政策和研究方面向政府提供意见和建议，其下设有三个研究中心。


土耳其科学院（TUBA）
 成立于1993年8月，受土耳其总理直接领导。它有财政及行政自主权，目标是促进各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鼓励研究人员、科学家及有天赋的青年从事研究工作，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努力向国际标准看齐。TUBA有三种学术资格，即研究员、副研究员和荣誉研究员。


土耳其标准研究所（TSE）
 建于1960年。研究领域包括电学、电子学、化学和材料、机械和材料、建筑标准化实验室以及包装研究等。

2.部属研究所

中央各部门也有许多下属研究所，如农业和农村事务部下设55个研究所；工业和贸易部下设小型和中型工业发展组织（KOS/GEB）以及煎糖研究所和机械化工委员会（MKE）；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下设矿产研究和开发总会（MTA）；等等。

3.各高等院校设置的研究机构

土耳其的各高等学府如安卡拉大学、中东技术大学、比尔肯特大学、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海峡大学、科克大学等，均设有各类研究机构。

4.公司企业中的研究机构

土耳其的一些大中型企业，为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其往往会与其他组织合作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发展和教育公司（SAGEM），主要从事教育项目，并为改进生产而进行研究。它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建立了若干个现代化的、有良好设备的实验室。

5.私人非营利机构中的研究所

土耳其有若干个旨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协会，例如发明者和研究者协会、土耳其科学史协会等。此外，还有若干个基金会，如土耳其技术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91年6月1日，创办者包括5家公共机构、24家私营企业、11个组织和15名个人，为土耳其的科学技术研发和创新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第二节 文学、艺术与体育

一 文学、戏剧与电影


文学
 土耳其最早的口述文学作品是行吟诗人所传诵的神话和史诗，其中著名的《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是一部史诗性作品，作品中叙述的传说可以追溯到西突厥的乌古斯人的早期活动，对于研究突厥史很有帮助。

13～19世纪的土耳其古典文学包括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宫廷文学吸收了大量阿拉伯和波斯词语，辞藻华丽，多宣扬神秘主义理念。其中阿舍克帕夏所著的《异乡流浪者的故事》被奉为“伊斯兰的百科全书”。土耳其民间文学中最为丰富的是诗歌作品，多为行吟诗人或托钵僧所写，除宣扬神秘主义思想、歌颂美好爱情外，也反对暴政和宗教狂热思想。

19世纪迄今的土耳其现代文学逐步摆脱了阿拉伯和伊朗文化的影响，逐步效仿欧洲模式。作品内容多抨击封建专制和固有传统，赞颂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其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催生了新的文学体裁，如话剧、小说、政论、杂文等。

20世纪初土耳其诞生了民族文学流派，其政治和理论基础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该派作家被称作土耳其共和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的作品较少采用阿拉伯和波斯词语，在诗歌创作方面广泛采用民歌形式，擅用音节韵律。主要代表人物有梅赫梅特·阿基夫·埃尔索伊（Mehmet Akif Ersoy，1869-1944年，土耳其国歌的词作者）等。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诗歌方面曾出现过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影响的“七火炬”流派。20世纪30年代，表现个人内心孤独和绝望的诗歌又风靡一时。但由于当时的进步诗人遭受监禁和迫害，诗歌创作未能顺利发展。40年代，以奥尔·韦利（1914～1950）为代表的“怪诞派”诗人对土耳其诗歌进行了重大革新，自由体诗歌进一步发展。50年代后期，土耳其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一个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流派。其作品内容抽象，言辞晦涩，不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其中一些作家随后改变风格，开始创作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政权更迭频仍，各种思潮的斗争错综复杂，一些思维敏锐的青年作家尝试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一背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土耳其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题材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作家们不仅揭露社会黑暗，而且努力探索实现社会革新的道路。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文学巨擘，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包括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文学评论家们对他的赞誉很高。


戏剧
 土耳其戏剧艺术源于传统的民俗庆典和宗教仪式，以及民间各种传奇故事。如今在土耳其一些乡村地区，这类民间戏剧仍然存在。在西方戏剧艺术开始全面进入土耳其前，木偶戏、卡拉戈兹（Karagoz）皮影戏、麦达（说书人）以及奥塔奥因（Orta oyun，一种奥斯曼风格的舞蹈）等，都曾在土耳其民间广泛流传。1839年，坦齐麦特改革标志着一系列社会革新的开端，其中之一便是国家大剧院的创立。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支持下，西方戏剧形式逐步扩大了影响力。

土耳其在引进西方戏剧艺术的同时，却冷落了自身传统戏剧。这导致了土耳其早期戏剧艺术中民族性的缺失。传统戏剧的传承通常仅靠言传身教。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哲米尔帕夏在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期间（1913～1914年），创办了土耳其第一所戏剧学院。1914年，帝国歌剧团达鲁贝达伊剧团在伊斯坦布尔成立，首任戏剧执行总监是安德尔·安东尼（Andre Antoine）。1916年，剧团举行了首次公演。

土耳其国立剧院管理局于1940年6月10日正式成立，1948～1949年安卡拉市的剧院也开始运营。1956年10月5日，“小厅剧院”成立。同年，安卡拉市成立了第三个剧院——哈尔科维剧院。在土耳其其他地区，剧院也相继成立。

土耳其宪法的颁布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极大支持。一些著名的戏剧家，例如阿梅特·努恩、杰纳皮·萨巴哈丁（Cenapy Sabahattin）、雷萨特·努恩和穆辛·埃特鲁格鲁尔（Musin Etrugrul）致力于改编欧洲戏剧，并将其搬上戏剧舞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各市立剧院上演了哈利特·法赫里、维达特·内蒂姆（Vedat Nedim）、穆萨希普扎德·杰拉尔（Musahipzade Celal）、奥梅尔·塞伊费丁（Omer Seyfettin）、雅库普·卡德里（Yakup Kadri）、阿布杜尔哈克·哈米特（Abdulhak Hamit）、杰弗德特·库德雷特（Cevdet Kudret）、法鲁克·纳菲兹（Faruk Nafiz）及侯赛因·拉赫米（Huseyin Rahmi）等优秀剧作家参与编写的精彩戏剧作品。

一些土耳其当代戏剧作家，如杰瓦特·费赫米·巴库尔特（Cevat Fehmi Bakurt）、图尔古特·奥扎克曼（Turgut Ozakman）、奥尔汉·阿塞纳（Orhan Asena）、冈戈尔·迪尔门（Gungor Dilmen）、奈扎迪·祝尔玛利（Necati Culmali）、哈尔杜恩·塔斯纳尔（Haldun Tasner）、塔里克·布拉（Tarik Bugra）、内希普·法齐尔·基萨库雷克（Necip Fazil Kisakurek）及图尔汗·奥弗拉佐鲁（Turhan Oflazoglu）等，进行了大量的戏剧创作，为土耳其戏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电影
 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电影业因长期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法律支持，再加上技术落后和资金匮乏，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曾一度受到西方电影文化的猛烈冲击。但纵观土耳其电影发展史，我们仍可感受到土耳其电影业的迅速崛起。

1914～1939年，土耳其只有两个电影制片厂活跃在制片行业。到了40年代，另外五个电影制片厂成立。50年代末，有16家电影公司和实验基地相继成立。随后，土耳其电影业获得了巨大发展。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影片数量有所减少。这样的趋势一直持续到90年代，很多电影得不到放映机会。1990年对于土耳其电影业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土耳其成为欧洲影像基金会的成员之一，为土耳其电影产业叩开了国际化大门，世界上更多观众开始将目光投向土耳其电影。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制作的影片，诸如2014年的《冬眠》、2011年的《小亚细亚往事》等具有浓厚土耳其色彩的影片，都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二 艺术


绘画艺术
 19世纪，西方绘画艺术开始传入土耳其。20世纪初期，土耳其许多青年画家纷纷前往欧洲接受艺术熏陶，成为早期印象派画家。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一些画家开始着手开创一种混合形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力图将土耳其传统元素与西方艺术理念进行某种融合。

20世纪30年代之后，土耳其绘画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土耳其文化部安排下，来自法国的绘画艺术家雷欧珀尔德·利维被任命为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他指导的学生擅用清新明快的绘画风格，开创了独特的绘画技巧和模式，举办了多次画展，影响颇大。到了50年代，随着艺术运动蓬勃兴起，第一批抽象派画家试图通过书法等手法进行抽象艺术创作，他们的作品风格多样，有袖珍画、风俗画及动物形体画等。进入80年代后，概念类油画也开始盛行。

关于土耳其绘画艺术，不得不提的还有“湿拓画”（Ebru Art）。“湿拓画”是一门传统的土耳其水拓艺术，作品可保留几个世纪之久。这种绘画艺术在土耳其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利用油水分离原理进行绘画创作。这种古老的绘画技法最早被用于做《古兰经》封面的纹理布面，14世纪经丝绸之路流传到了土耳其。在查加台语中，“ebre”的意思是“成脉络状的或者水印的”，在波斯语中“abru”是“水面”的意思，而“ebri”是“多云”，于是“ebru”被阐释为“装饰者制作的上面有不同种设计图案的水纸”，也有“浮水染色技法”之意，现在则通称为“湿拓画”。


建筑艺术
 奥斯曼帝国时期代表性建筑是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1550～1557年建造）。18世纪中叶欧洲文化浪潮的冲击，使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清真寺、宫殿和喷泉装饰拥有了巴洛克式前楣和繁华交织的洛可可纹样。从19世纪开始，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与奥斯曼帝国传统建筑样式相结合，土耳其建筑出现了斑斓多姿的柱式、饰板和大理石装潢。

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建筑艺术继续延续着奥斯曼帝国时期建筑艺术的风格。这一时期的建筑家们深受土耳其独立革命运动的影响，从奥斯曼建筑艺术中汲取灵感精华，设计建造了大量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建筑。到了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建筑艺术领域开始被国外建筑设计师所占据，为土耳其建筑风格注入了实用主义元素，许多代表性作品看起来简洁平素。他们中许多人也同时兼任土耳其各类艺术学院的教师，培养了建筑界的新生代力量。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建筑家们较常使用一些如窗、立柱、前檐等元素，更加追求精密细致的设计理念。著名的代表性作品是阿塔图尔克陵墓。


雕塑艺术
 奥斯曼帝国后期，雕塑艺术也开始了“复兴”。年青一代接受了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大量优秀的国外艺术家前来指导培养学生。伊斯坦布尔的塔什里克公园就是德国雕塑家鲁道夫·贝林的作品，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在土耳其雕塑艺术领域享有盛誉。

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雕塑艺术时期，艺术家们主要进行纪念碑和国父凯末尔像创作，而国内的主流雕刻界则由西方艺术家引领，直到50年代后期，一些进行职业艺术创作的雕塑家，都是鲁道夫·贝林的学生，该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征是采用抽象派雕塑手法和繁多的技巧运用，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飞鸟群钢铁浮雕（“库斯拉”）。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创人凯末尔高度重视艺术领域的革新，为土耳其创造了一个氛围更加浓厚的艺术环境，大量艺术学校、博物馆、展览馆和美术馆纷纷成立，一批批优秀的青年才俊被送往位于巴黎、慕尼黑和其他顶级艺术圣地的雕刻中心深造，土耳其雕塑艺术逐渐开创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摄影艺术
 土耳其的摄影艺术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在共和国早期获得了快速发展。西方已然发展成熟的摄影理念被引进到土耳其，新闻媒体界也开始大量地采用摄影照片。1932年，土耳其举办了首届摄影比赛。同时，一些大学也将摄影纳入课程教学体系中，摄影家协会也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组建。

土耳其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最权威的摄影协会是伊斯坦布尔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协会（IFSAK），与之类似的其他许多摄影协会都开展了一些在当代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摄影活动，在国内外都反响不小。

近几年，土耳其摄影界活跃着不少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优秀摄影家，如穆罕默德·卡拉加（Mehmet Karaca）和穆罕默德·古克伊特（Mehmet Gokyigit），他们的作品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14年摄影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博得了国际赞誉。


音乐与舞蹈艺术
 生活气息浓郁的土耳其民间音乐和出自奥斯曼宫廷的古典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民间音乐都没有记谱，而是在民间被口头传唱。与此截然不同的还有奥斯曼军乐，第一支军乐队组建于19世纪，如今时常由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乐队演奏。土耳其流行音乐脱胎于传统音乐，节奏多样，题材万千，主要使用塔布尔琴、卡农琴等传统乐器。土耳其宗教音乐有数百年的历史，奥斯曼苏丹在重大节日会邀请西方管弦乐队助兴。共和国时期成立的总统交响乐团（1924年）和伊斯坦布尔室内管弦乐团对土耳其引进和推广西方古典音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耳其舞蹈有洋溢着轻松欢快氛围的木勺舞、凸显土耳其人骁勇善战的泽伊贝克刀剑舞、具有鲜明山地特色的踢踏霍隆圆舞、活泼有趣的哈拉伊手帕舞等。作为横跨欧亚两大洲、同时拥有东西方文化的神秘国度，土耳其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舞蹈文化，其神秘的民族舞蹈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

在土耳其舞蹈里，传统民族服饰非常炫目。男性通常要戴贵重头饰，佩戴肩带、武器等；女性则会在头部戴上珠宝、刺绣和银币，身穿多层华丽精美的裙装。

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土耳其的苏非旋转舞。苏非主义或称苏非派，为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非行者”认为冥想可以接触到安拉，他们把安拉人格化、伦理化，把敬畏之心化为对安拉无私的爱。“旋转”是苏非行者重要的修炼方式，起源于13世纪的苏非圣人鲁米（Jalal al-Din Rumi）。相传鲁米在持续旋转36小时之后与真主合一，而他的追随者，自此就以旋转作为苏非的重要修炼方式。

三 传统手工艺

土耳其传统手工艺十分多元化，主要有地毯编织工艺、玻璃工艺、金属工艺、制陶工艺、蕾丝工艺、皮制工艺、湿拓工艺、镀金工艺、微型画工艺、木雕工艺等。


制陶工艺
 制陶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发明，后来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快速发展，现已成为土耳其的一大文化珍宝。陶器由黏土（一种金属、非金属和氧化物混合物）烧制而成，上面装饰着精美的图案。安纳托利亚制陶工艺技术在塞尔柱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金属工艺
 铜是一种装饰用的金属，在安纳托利亚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用品（如厨房器具、珠宝饰物、头盔）和建筑装饰上。


皮制工艺
 包括手制真皮皮鞋和生皮凉鞋制造、皮影木偶和餐具制作等。


木雕工艺
 木雕工艺在塞尔柱王朝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最初的木雕以实用为主，鲜少注重外观和风格。在塞尔柱王朝时期，木雕主要用在建筑上面；奥斯曼帝国时期，木雕在日常生活用品上也有所体现。一般用于木刻的树种有胡桃树、雪松、乌木和黄檀木等。


蕾丝工艺
 土耳其的蕾丝工艺是一种艺术性极高的刺绣手工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刺绣即利用各种刺针将蚕丝、羊毛、亚麻、棉线、金属等镶嵌在毛毡、皮革、织物等上面，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极为流行。蕾丝用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装饰及衣物的花边装饰，土耳其的都市女性对其也颇为推崇，因其精美的工艺代表的是一种富裕和都市女性的独有气质。


地毯编织工艺
 地毯是土耳其最常见最基本的传统手工艺形式。土耳其人的编织热情和土耳其地毯特有的打结技术，使得这一工艺一直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湿拓工艺
 “湿拓”即土耳其语中的“ebru”，是一种采用特殊方法进行装饰的传统工艺形式。首先用不溶于水的颜料在水面勾勒出各种美丽的图案，在整个画面完成之后，用白色或黄色的纸覆盖在上面，使之与空气隔绝，然后小心地将纸从水面抽离，将拓染后的画纸晾干即为成品。湿拓工艺也被称为大理石纹工艺。据波斯古文献记载，大理石纹工艺最早出现在印度，之后这一工艺相继流传到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也有其他资料说大理石纹工艺起源于中亚的布哈拉（Bukhara），之后经由波斯传到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国家，“ebru”意为“土耳其纸”。


镀金工艺
 土耳其语中的“tezhip”是一种古老的装饰工艺。这一装饰工艺由回鹘人发明，后来，塞尔柱人将它带到安纳托利亚，这一工艺便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达到鼎盛。“tezhip”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变成金色”或“包上金箔”。在手写书籍中和书写文本边缘常常会看到镀金装饰。中世纪时期，镀金装饰被广泛用于装饰基督教宗教经典和祈祷书。后来，插图变得越来越流行。而圣索菲亚大教堂以金色为基调的马赛克壁画从某种程度上说便是借鉴使用了这种工艺。


微型画工艺
 微型画工艺其实就是制作微小精细的画作的过程。在土耳其语中，微型画工艺被称为“nakış”或“tasvir”。微型画工艺主要用在纸张、象牙制品和类似材料上面。土耳其微型画的创作需要用到水彩颜料，在掺混过程中会用到阿拉伯胶。通常在画上撒上金粉，使颜色更加通透鲜艳。

四 文化设施


博物馆
 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土耳其各类博物馆发展非常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凯末尔致力于安纳托利亚古器物的研究和展示。共和国成立之初，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博物馆，分别是：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位于圣艾琳教堂的伊斯坦布尔军事博物馆、位于伊斯坦布尔苏莱曼清真寺内的伊斯兰博物馆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少数几个大城市里的小型奥斯曼帝国博物馆。考古博物馆主要进行研究、收集、整理、分类和保护考古发现，其中有大量古代大理石石棺以及古钱币、古建筑碎片等。在安纳托利亚的很多省份中，一些宏伟的建筑，如古老的教堂、清真寺和驿站都被修复和改造为博物馆。1927年，托普卡帕皇宫被改建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同年，伊斯兰博物馆也重组为“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品博物馆”。1930年，土耳其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安卡拉民俗博物馆建造完成。

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经常举办著名的土耳其和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展览，拥有非常丰富的现代艺术收藏品。佩拉博物馆和萨基普·萨班哲博物馆经常举办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私人博物馆。多安彻伊（Doğançay）博物馆是土耳其的第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主要展览其创始人布尔罕·多安彻伊的艺术作品。位于金角湾的拉赫米·考契博物馆是一个工业博物馆，展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古老的工业设备。如今，已有99家博物馆隶属于土耳其文化与旅游部，另有151家私人博物馆分布在36个省市内。


图书馆
 土耳其国家图书馆（Milli Kütüphane）是土耳其馆藏最为丰富的图书馆，1946年4月15日建于首都安卡拉。土耳其国家图书馆馆藏品达3089517件，包括图书、期刊以及非文本资料等。其中有图书1314683册；1729～1928年用阿拉伯文印刷的土耳其图书56550册；报纸、杂志等1475129份；非文本资料215677件，含明信片、地图、乐谱、光盘磁带、版画等；手稿和珍本书2747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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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体育

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时代，摔跤、射箭、登山、击剑和狩猎都是应用了一定规则的体育项目。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位苏丹奥尔罕一世，十分重视体育运动的开展，并将其列入国家事务的范畴，这使得此后的统治者都对体育较为重视。自此，体育运动被纳入当时伊斯兰学校和贵族学校的教育体系。学校教育将体育视为战争及军事训练的需要。Tekke据说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个体育运动中心，也是现在的体育协会的前身。

从19世纪末开始，体育协会代替了传统的体育运动中心。1839～1876年，体育运动呈现了国际化趋势，并且欧洲体育制度开始受到推崇。例如，帝国的首批体操教练都是从国外聘请的。1839～1876年，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开始被视为一门学科并引入学校教学。到了1863年，体育器械和设施均由军事学校提供，而军事院校和军事高级中学都开设了“体育运动”这门课程。奥斯曼帝国末期，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机构——土耳其体操联盟成立，它由14个不同的体育俱乐部组成，并在1922年6月8日正式建立。

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行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足球运动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迅速流行且具有了管理体制雏形。但直到1908年之前，足球运动的组织和发展一直为外国人所垄断。1907年，土耳其第一家足球俱乐部费内巴切队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土耳其足协成立于1923年，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最早的体育组织，同年加入国际足联。土耳其的足球风格受他们的地理位置、民族特性影响很大。

土耳其191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直至1936年奥运会上才有所收获。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土耳其运动员们发挥出色，尤其是强项举重项目，取得3金3银4铜的好成绩。伊斯坦布尔当选为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和2012年欧洲体育之都。

第三节 新闻出版

一 广播

土耳其的广播事业几乎与世界同步开始。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进行试播。在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土耳其，为达到现代文明水平，也在通信领域做出了巨大改革。

土耳其无线电话股份公司在伊斯坦布尔首播，之后又在安卡拉试播。1936年，土耳其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广播电台的管理权由土耳其无线电话股份公司转给土耳其邮政总局。之后又于1940年5月22日被国家新闻总局接管，此后便开始进入了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局（TRT）前身的“国家广播台”时期。

在此期间，于1938年中止广播的伊斯坦布尔广播电台于1949年重新开播。同年由伊兹密尔市政府成立的广播电台也开始广播。1961年除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广播电台以外，阿达纳、安塔利亚、加济安泰普、卡尔斯及凡省均成立了省级广播电台。依据1964年5月1日通过的第359号法令，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局成立。技术的革新、电台的重建、地方电台的设立以及节目规划归属于中心系统等方面的发展使随后几年成为土耳其广播事业的黄金年代。

1974年9月9日，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埃尔祖鲁姆、迪亚尔巴克尔、安塔利亚和楚库柔瓦广播电台联合成立了土耳其广播电视第一频道TRT-1，并开始了24小时连续播放。仅4个月之后，于1975年1月又成立了土耳其广播电视第二频道TRT-2和土耳其广播电视第三频道TRT-3。

1980年，土耳其创建广播部，广播一台为教育台，二台为文化台，三台为西方音乐台，四台为土耳其音乐台。1984年10月1日，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局开始调试播放立体声无线广播。2001年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台对节目内容做了调整，广播一台为教育-文化-新闻台，广播二台为流行音乐台，广播三台为西方音乐台，广播四台为土耳其音乐台。

目前，向全国广播的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台，通过卫星和互联网使全球各地的土耳其人都能够收听到节目。土耳其的四个国家广播电台及五个地方广播电台，成了土耳其无可非议的新闻先锋。五个地方广播电台为：安塔利亚广播电台、楚库柔瓦广播电台、埃尔祖鲁姆广播电台、迪亚尔巴克尔广播电台、特拉布宗广播电台。

二 新闻期刊与报纸

阿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gency，AA）：成立于1920年4月6日，见证了土耳其所有阶段的民族斗争、解放战争和共和国阶段的改革，是半官方的土耳其国家新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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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主要的新闻期刊和报纸归纳汇总如下。

《土耳其自由报》（Hürriyet
 ）：土耳其三大非官方报纸之一，是土耳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成立于1948年，隶属于多安通讯社，其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阿达纳、安塔利亚和特拉布宗均有办公地点，呼吁自由、民主与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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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新闻》（AB Haber
 ）：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欧洲—土耳其新闻网站，提供土耳其欧盟一体化的相关资讯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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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报》（Posta
 ）是土耳其国内第二大日报，1995年开始发行。受众主要是关注娱乐八卦新闻多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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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沟报》（AGOS
 ）是土耳其—亚美尼亚的政治与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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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防务》（Defence Turkey
 ）是土耳其国防工业杂志，是由IMGE有限公司创立的英文期刊，为读者和决策机构提供技术信息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土耳其军事与国防官员、决策者、国防工业工作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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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角》（Haber Monitor
 ）每日提供土耳其本国和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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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周刊》（Journal of Turkish Weekly
 ）主要关注土耳其外交政策、经济与政治。由著名的土耳其智库“国际策略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Organization）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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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媒体研究所《土耳其》专刊（Turkey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为土耳其媒体报道提供翻译和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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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早报》（Daily Sabah
 ）是土耳其新闻媒体中的中间派，是全国性的新闻出版物。创办于2014年，力求为读者提供准确的事实报道，致力于民主、法制、人权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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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报》（Tourism Travel Narration
 ）是关注土耳其国内旅游相关资讯的专题报刊，是集运动、休闲、时尚、科技、购物、艺术文化等为一体的旅游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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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新闻》（Turkish Press
 ）是由土耳其总理公署编制的土耳其每日新闻和时评，总部设在密歇根的普利茅斯。内容涵盖土耳其每日新闻、体育、商业、旅游、天气等。Turkish Press
 不接受任何资金赞助，也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
 
[14]



《新曙光报》（Yeni Şafak
 ）是整合土耳其伊斯兰民众每日新闻的英文报纸。
 
[15]



《今日时代》（Today’s Zaman
 ）创办于2007年，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三大英文报纸之一，与《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签订了合作协议，为读者呈现更多更全面的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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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季莱通讯》（Dicle News Agency
 ）关注与库尔德人相关的视频和图片新闻以及土耳其、中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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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交

第一节 外交政策

一 政策目标

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土耳其一直坚持国父凯末尔的“祖国安宁，世界和平”的外交理念，遵循和平的发展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转型不断加速，其外交政策逐渐向积极独立、东西兼顾的方向发展，土耳其外交新时代也宣告到来。目前，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之初就将入盟谈判列为土外交的首要任务；美国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基石，但土耳其试图采取更为独立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摆脱美国的控制；周边邻国是土耳其外交的立足点，土耳其提出“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发展睦邻友好的周边邻国政策，拉动土耳其经济增长，提升了土耳其的地区和国际地位；中东地区是土耳其外交的新方向，通过积极参与巴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斡旋，加强同海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土耳其在全球事务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亚洲和非洲是土耳其外交新的关注点，土耳其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加强同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培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形象。土耳其希望在2023年建国一百周年时迈入全球十大国家之列，这一宏伟目标极大地影响着土耳其的外交定位，也激励着土耳其民众为“土耳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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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奋斗。

除了“土耳其梦”的激励之外，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动因还在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国内政治的逐渐稳定以及外交决策机制的不断调整。从国际视角看，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十多年时间正是国际体系进行全球变革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两极格局演变为“一超多强”、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格局。在此国际体系下，虽然土耳其仍然被视为西方的战略伙伴，但其也开始同西方出现罅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土耳其的入盟变得遥遥无期；欧美对土耳其的人权和民主记录不断批评；欧美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问题缺少支持；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交往一直使其无法摆脱在中东的孤立境遇；等等。当时的土耳其还无力改变现状，但随着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土耳其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摆脱美国的控制。第一，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之际，土耳其议会拒绝了美国军队借由土耳其领土出兵的请求，惹怒了美国，造成了土美关系的紧张。第二，土耳其提出“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积极同中东国家开展经济外交，并且不顾美国决策层的抗议而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第三，保卫以色列的生存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之一，不过随着哈马斯的上台以及“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的发生，土以关系走向恶化，目前虽有和解趋势，但只要巴勒斯坦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土以矛盾爆发仍然难以幸免，这对美国的中东战略是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土耳其综合实力的增强，土耳其的全球战略地位将会不断提升。

从国内视角来看，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十多年来极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的格局。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执政造成土耳其政局长期不稳定，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10月的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开启了土耳其政坛上最长的一党执政时期，使得土耳其政坛的积弊可以有效解决，所推行的政策可以延续，社会稳定得以保持。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之初就将加快入盟谈判进程视为首要事务，并为此通过了改革一揽子计划。这也为文人政府规训军方力量、修改宪法以符合欧盟标准、推动库尔德民族和解、积极改善同周边邻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以及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动力。这些内政变化对土耳其外交影响深远。例如，文人政府掌握更多决策权将有助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从以安全为中心向以经贸为中心的方向转型；推进入盟进程可以进一步拉近土耳其同西方的关系；推动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土耳其同伊拉克和伊朗关系的改善；提出“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则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还需要提及的是，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公众对于外交事务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大众的意见也开始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民众不再满足于土耳其仅仅是外交事务的参与者，土耳其更应成为游戏的改变者；不仅要遵守规则，更应该主动制造规则。这对于推动土耳其从被动、防御的外交政策转型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影响。

二 政策演变

土耳其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凯末尔主义与中立阶段（1923～1945年）。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20年里，土耳其内外交困，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新生政权、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并为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早在1921年3月独立战争时期，安卡拉政府就同苏联签署协议，双方同意不干涉对方内政。土耳其放弃“泛突厥主义”的主张，苏联则为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1925年12月17日，土苏双方签署《互不侵犯协定》，这确保了土耳其东北部领土的安全。1934年2月，土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签署了《巴尔干协定》，其目的在于遏制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土野心，但同时也确保了土耳其控制的色雷斯和海峡地区的安全。1939年7月，位于东地中海东北部的哈塔伊共和国和亚历山大城的桑贾克经过公投加入土耳其，成为哈塔伊省。

纵观这一时期，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在内政上推行西方化政策，在外交上则采取中立政策。土耳其在这一时期签订的大量协议都秉持中立而非结盟的原则。凯末尔于1938年去世后，继任的伊斯麦特·伊诺努仍然坚持这一原则，保持财政平衡，避免再度依赖国外援助，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惨痛历史仍历历在目。奥斯曼帝国力图在欧洲大国中保持平衡而未果，又在金融方面过度依赖西方，最终导致帝国解体。伊诺努甚至希望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迫于同盟国的压力，最终于1945年2月向德国宣战。

第二阶段为多党制与西方化阶段（1946～1960年）。二战之后，随着美苏两极争霸世界格局的形成，土耳其再保持中立政策已经无法确保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因而必须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1945年和1946年，苏联要求重新修订《蒙特勒公约》，并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海军基地以开展联合防卫。事实上，在1936年召开的蒙特勒会议上，土耳其完全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但1945年之后，土苏友好协定被废除，苏联还要求土耳其割让东北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汗省。鉴于俄国历史上给土耳其带来的屈辱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劣迹较少，土耳其完全倒向西方。1949年，土耳其在西方压力下承认以色列建国。1950年，土耳其派兵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土耳其在冷战时的定位如同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时的定位一样，都是要在东地中海地区遏制苏联（俄国）的力量。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在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也为土耳其加强同欧洲的关系提供了渠道。1948年，土耳其成为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1949年，土耳其成为欧洲理事会成员国。1963年，土耳其和欧洲共同体签署《安卡拉协定》，此后加入欧盟成为土耳其奋斗的目标。

第三阶段为政治伊斯兰复兴与中东再接触阶段（1961～1980年）。1946～1960年，土耳其全力推行亲西方的政策，但损害了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1949年，土耳其承认以色列建国；1955年2月，土耳其加入巴格达公约组织，而该组织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代表西方帝国主义批评埃及；1958年，美国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干涉黎巴嫩内战。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少和土希矛盾的增加，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三大事件。一是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美国在1956～1960年将携带核弹头的朱庇特导弹部署在土耳其境内，但当苏联也在古巴部署同样的核武器后，美国态度大变，与苏联达成秘密协议。肯尼迪总统甚至未同土耳其协商就撤离了该导弹。土耳其领导层和人民都认为国家利益遭到了美国的出卖。二是塞浦路斯危机事件。1963年12月24日，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族人杀害了大量土耳其族人，土耳其政府为保护本族人决定进行武装干涉但遭到美国的拒绝。1964年6月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写给土总理伊诺努的信件曝光，其中美国对土耳其的严厉警告给土耳其带来了极大震动，引发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三是武器禁运事件。1974年，土耳其为保护塞浦路斯岛上的土族人而坚持进行军事干涉，西方国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对土耳其进行武器禁运。

从外交上看，这三次事件的爆发使土耳其开始调整外交路线，积极改善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例如，在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土耳其不允许美国使用英吉利克军事基地；1967年，土耳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合法性，并允许该组织在安卡拉设立代办处。从经济上看，1973年爆发的石油经济危机使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国际地位凸显，加上欧共体做出禁止外国劳工赴欧的决定，发展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就成为土耳其的首要选择。自20世纪70年代始，土耳其承包商和工人从阿拉伯国家的汇款构成了土耳其外汇的主要来源，据估计每年超过10亿美元。从政治上看，随着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左翼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例如，由内杰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救赎党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该政党极力反对西化政策，要求土耳其退出“西方俱乐部”，转而推动伊斯兰和现代性的兼容，向阿拉伯国家靠近。

第四阶段为积极主义阶段（1981年至今）。虽然土耳其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改善，但土耳其的西方化政策在1980年的军事政变后仍然得以继续维持，积极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不断加强。1981～2001年，积极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由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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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的。厄扎尔的国内政策包括经济自由化、伊斯兰温和化，以及积极的出口战略；对外政策则包括既同中东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又同欧美诸国发展联盟关系。为推动经济发展，土耳其加强了同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为提升国际地位，土耳其积极协助美国发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为提升地区话语权，土耳其和以色列建立了军事联盟。2002年至今，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的积极主义外交政策变得更为明显。土耳其积极进行入盟谈判，以欧盟标准推动国内民主改革并提升国际地位；提出“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积极解决同邻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加强同海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交往，积极介入包括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等在内的中东事务，提升地区影响力；以经济外交取代传统的安全外交策略，加大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关注；同时试图摆脱美国和以色列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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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决策机制

纵观整个20世纪，土耳其的主要外交决策者包括总理、外交部和军方。外交部提供关于外交事务的专业意见、负责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就特别的政策领域向政府提供替代方案并促成最终决定的达成。总理的影响力在于个人的技能、政治观和个性。军方则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行使权力。国安委由总理、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总参谋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根据土耳其宪法第112条规定，土耳其政府决定外交政策并对此负责，外交部执行相关决定并提出替代政策方案，大国民议会则负责批准国际条约并拥有对外宣战的权力，同时可以调动驻扎在外国领土的本国军队以及驻扎在本国的外国军队。

1923～1950年，土耳其外交决策机制的核心是国家领导人。凯末尔总统和伊诺努总统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就参与过与法国的谈判，对于外交事务非常关注，又因为英雄的光环而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拥有至高的权威，此时的军方对于外交决策的作用非常有限。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时期，外交部对于外交决策的作用明显上升，原因在于此时的外交部部长福阿特·克普鲁律是位历史学家，缺乏外交经验，对于外交人员的依赖明显增强。1960年5月27日，军事政变的发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使得军方参与外交决策步入制度化阶段，因为该委员会有权协调所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并将意见告知内阁。1971年军事政变后，国安委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到建议内阁采纳该委员会对于国家安全的意见。1980年的军事政变则进一步扩大了国安委的权力，要求内阁优先考虑该委员会的决定。

1983年，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交权后，接任的厄扎尔总理积极参与外交事务，主张从经济视角来解决地区冲突，而军方和外交部则对此并不支持。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局势变化造成土耳其政局不稳，以及库尔德工人党的崛起给土耳其领土完整带来威胁，军方开始加大对外交的控制。随着1997年“二二八政变”爆发，亲伊斯兰的繁荣党领袖内杰梅丁·埃尔巴坎被迫辞职，军方重新掌控外交决策权，如土以军事联盟的建立以及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的引渡就有赖于军方的施压。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外交决策还受到一些新的机制的影响。例如，阿塞拜疆、车臣和其他族裔游说集团开始对土耳其政府施压，但实际上都未能促使土耳其政府采取冒险或者扩张的行动；土耳其工商业联盟等大企业集团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因而支持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让步。

2002年，随着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土耳其外交决策机制有了重大改变。此前，土外交政策主要由高级将军和外交人员决定，文人政治家及领导人在重大的国家安全事务上没有任何话语权。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加快入盟谈判，推动了对国安委的改革，降低了军队对政府和外交事务的干涉。2003年5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拒绝了美国军队过土耳其边境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的提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批评埃尔多安政府和军方都未能成功说服议会通过此议案。这表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由文人政府和军方联合制定。

2007年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加强了文官政府的决策权，而一贯与美国和以色列交好的军方和外交官在发展与中东其他国家关系上明显落在了文官政府的后面。土耳其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积极介入极大地增强了埃尔多安本人的外交能力，并且扩大了总理及其外交顾问的影响力。随着“埃尔盖内孔”案件的曝光，土耳其军方开始被置于文官政府控制之下。

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卓越领导型，它指的是国家领导者主动制定外交政策，并利用国家资源来实现某一外交目标的模式；单一集团型，它指的是一群个体经过互相协商后制定外交政策的模式；联合型，它指的是由多个集团、组织或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共同制定外交政策的模式。纵观土耳其建国以来的外交模式，随着军方和职业外交官的优势减弱，外交决策机制由1923～1950年的卓越领导型模式、1951～1980年的联合型模式、20世纪80年代的卓越领导型模式和20世纪90年代的单一集团型模式（军队）向2002年至今的联合型模式甚至单一集团型模式（正义与发展党）转变。

第二节 与美国、欧盟、以色列的关系

一 与美国的关系

土美关系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基石。在六十多年的交往中，土耳其同美国的关系反反复复，但总体来看是互信大于互疑、延续大于断裂、合作大于冲突。不过，近十年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逐渐成熟、扩大和多元化使它开始摆脱美国的长期“监管”。

许多人谈论土美两国交往时都会追溯到1945年或者1947年，但实际上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早在1800年，美国军舰就访问过伊斯坦布尔。19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东地中海地区贸易的开展，美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和商业联系不断加强，当时美国出口到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商品是石油。不过，19世纪时的土美关系还比较冷淡，一是因为美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在于支持希腊独立，二是因为美国还未像英法一样视奥斯曼帝国为制衡俄国在黑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重要力量。当所有欧洲的政府都在为“东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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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焦头烂额时，美国则作壁上观，虽然在此地区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和传教的任务，但战略利益甚微。

1923年建国后，土耳其的外交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奥斯曼帝国被解体的厄运，因而采取了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对结盟持怀疑态度，极力主张通过集体安全体制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1932年，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并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极力推动集体安全体制的建立。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但当时的政治精英对加入战争非常担忧，当时的伊诺努总统不惜以任何代价保持中立，拒绝加入二战。虽然受到来自两方的压力，但土耳其同时与英国和德国保持正常关系，直到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2月才最终向德国宣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同时美苏争霸格局形成。土耳其很难再保持中立政策，开始采取亲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于1945年要求土耳其割让卡尔斯和阿尔达汗两省的领土并对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联合控制，这引发了土耳其的强烈担忧，因而谋求加入西方集团，从而确保土耳其的安全，推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西方化进程，并且获取必要的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发展。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希腊和土耳其“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将削弱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政策是对那些正在抵抗少数武装或外部压力的自由人民给予支持”，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根据这一主义，土耳其开始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被纳入马歇尔计划。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后，土耳其于1950年就开始申请但遇到了较大阻力，英国、丹麦和挪威等国认为土耳其既非大西洋国家也非民主制国家。为了证明决心和实力，土耳其于1950年7月派遣25000名士兵参加朝鲜战争。鉴于土耳其的卓越表现，美国极力推动土耳其于1952年2月18日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

加入北约无疑是土耳其取得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战略胜利，自此之后成为一个“西方国家”，这对于推行西化政策的凯末尔主义者是个极大的心理安慰，也为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危机的出现。第一，土耳其在中东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孤立。在美国的坚持下，土耳其加入了一系列地区联盟组织。1955年2月，英国、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为观察员国。虽然该组织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对埃及给予口头支持，但土耳其和该组织仍然被阿拉伯国家批评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1958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土耳其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进行干涉，这也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批评。1960年伊拉克新政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后，该组织变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也成为成员国。不过，这两个组织都未能有效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因为成员国之间缺乏信任，既不能交换军事秘密，也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措施。第二，土耳其与巴尔干邻国的关系也受制于同西方的联盟。1953年2月，在美国的指导下，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但导致土耳其同苏联支持的保加利亚发生严重冲突。土耳其出兵朝鲜后，保加利亚的回应则是将25万名土裔公民驱逐出境。由于无法承受大规模人群，土耳其只好关闭国境。1953年，保加利亚允许这些人返回，但之后又禁止任何保加利亚穆斯林离境，引发土耳其不满。不过，此时由于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重要地位，土耳其同希腊保持着良好关系，一直到塞浦路斯危机爆发才结束这段蜜月期。

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土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两个事件的发生导致土耳其严重怀疑美国对其保护的可靠性。第一个事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总统肯尼迪向苏联妥协，如果苏联不在古巴部署导弹，则美国也会将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撤走。古巴导弹危机使得土耳其领导层和人民都意识到虽然美国曾承诺保护土耳其的安全，但当美国利益受损时，美国是不愿履行它的承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土耳其的“觉醒”，认为美国在关键时刻是靠不住的。第二个事件是1964年的塞浦路斯问题。事件起因于当时的塞浦路斯政府准备修改宪法以限制岛上土耳其族的自治权利。1963年12月24日，岛上的希腊族人杀害大量土耳其族人。为了保护当地土耳其族人，土耳其试图进行武装干涉并将此意图告知美国，但遭到美国的拒绝。1964年6月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写给土耳其总理伊诺努的信件中警告说，“如果土耳其在未经北约盟友完全同意和理解下采取行动，从而引起苏联干涉的话，那么北约盟友根本不会考虑是否有保护土耳其免受苏联威胁的责任。”约翰逊在信件中还称，美国不允许土耳其使用美国捐赠的军事装备进行武装干涉。这封措辞激烈的信件最终被泄露给了媒体，给土耳其国民和领导人带来了极大震动，更是在土耳其社会中激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

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但丝毫无法改变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政坛上的崛起。随着塞浦路斯事件的进一步发酵，美国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等一系列制裁手段再度激起了土耳其人民的反美情绪。到20世纪70年代末，土耳其依然面临着不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从国内来看，土耳其的左派和右派爆发的斗争不断加剧，而且埃杰维特总理治下的土耳其经济一蹶不振。从国际来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土耳其作为西方的盟友如若想避免苏联的侵袭就必须继续接受制裁。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苏争霸加剧，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但其安全局势也不断恶化。在苏联压力下，土美双方摈弃前嫌，从而再度建立联盟。双方在军事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1980年3月29日，两国签署《防卫与经济合作协定》；1982年，双方签署关于将土耳其东部的数十座机场进行现代化改建的备忘录；同时，美国决定通过经济援助提升土耳其的防空能力和防空工业。两国改善关系也是由国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再度凸显了土耳其的重要性。伊朗革命爆发使土耳其成为西方“北部防线”的唯一盟国，而苏联侵略阿富汗则使土耳其再次面临军事威胁。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促使其调整外交政策。土耳其为解决经济危机推行自由化市场经济政策，这也要求其加强同西方国家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土美两国的共同敌人消失，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有所削弱，但土美战略同盟关系并没有停滞，反而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土美两国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等问题上存在矛盾，但随着1999年1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土耳其的成功访问，土美关系再次进入蜜月期。

进入新千年后，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成为执政党，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向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转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2003年，土美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土耳其议会反对美国经过土耳其边境对伊拉克发动进攻，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当时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保罗·沃尔福威茨公开指责正义与发展党无视国内民众意见，无法对土耳其立法施加影响，使美国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埃尔多安政府则以议会决定无法更改为由拒绝了美国的请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土耳其开始向独立的外交方向发展，但它最终还是允许美军使用英吉利克空军基地入侵伊拉克，而政府首脑对美军侵占伊拉克也未发表反对意见，这也再次表明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非易事。

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宣誓就职三个月后就访问土耳其，这显示了土美关系在奥巴马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作用。在访问土耳其期间，奥巴马将土美两国关系界定为“模范伙伴关系”，认为土耳其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必将在中东地区发挥巨大的作用。2009年12月7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美国，奥巴马称赞土耳其“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对于促进邻国间的相互理解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13年5月16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热情接待，彰显了两国领导人的友谊，但这无法掩饰两国在众多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第一，土美双方在中东和谈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第二，土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态度各异。第三，土美双方对“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局势期望不甚相同。第四，土美双方对叙利亚危机持不同立场。第五，土美双方在对以色列关系上亲疏不同。此外，两国在诸如伊拉克问题、埃及政变和土耳其导弹采购等问题上的分歧也不断显现。

归根结底，土美两国对以上问题的不同立场源于彼此的不信任。一方面，美国对于土耳其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持将信将疑的态度。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就是要确保控制石油，保证以色列安全以及防止核扩散。美国最初对“与邻国零问题”政策表示支持，但随着土以矛盾的加深，美国开始表示关切。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外交政策表示关切。在美国境内，大量持世俗主义立场的土耳其研究学者和智库怀疑正义与发展党的秘密计划是用政治伊斯兰取代世俗主义，而这将会严重危及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利益，正义与发展党将哈马斯纳入巴以和谈就是明证。

除以色列之外，土耳其仍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稳定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土美联盟未来会向何处发展将受以下三大因素的影响。

第一，美国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随着美国陆续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并且逐步减少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转而继续实行“亚洲再平衡”战略，土耳其等中东地区强国需要对美国离开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进行补位。今后土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耳其是否更加坚定地走独立的外交路线。

第二，一系列地区问题会对未来的土美联盟产生重要影响。“阿拉伯之春”、伊朗核问题、伊朗对叙利亚的立场造成的地区冲突、伊朗与阿拉伯邻国的难解之题、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等都是土美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三，两国国内政治发展是土美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强烈要求土耳其政府在地区事务上不能代表美国行事，不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土耳其民众对于美国的长期企图以及美国对土耳其安全的承诺都表示怀疑。

近期来看，埃尔多安政府将会面临一系列的内政外交问题，如即将展开的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和解问题、叙利亚危机、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宪法改革问题以及个人威权主义问题等。土耳其政府在内政上能否保持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平衡以及在外交上能否兼顾独立自主政策与盟友利益，这将会对土美关系近期甚至未来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二 与欧盟的关系

土耳其与欧洲的历史交往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代。奥斯曼帝国为缩小同西方的差距，拯救帝国免于覆灭而多次进行欧化改革，但终究没有摆脱瓦解的命运。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后，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开始实行系统的西方化“文明工程”，以成为“西方文明国家”为根本方向。1952年，土耳其成功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9年，土耳其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当时更多的目的在于制衡该共同体中的希腊人。1963年，土耳其与欧盟签署了《安卡拉协定》，该协定的内容主要限定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但为土耳其成为正式成员国带来了希望。1970年，双方签署《附加议定书》，确定了一个以建立关税同盟为目标的为期22年的过渡期。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与欧洲共同体之间出现一系列摩擦。第一，关税同盟谈判问题。土耳其当时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工业化和进口替代为基础，这与它同欧共体进行自由贸易的承诺相违背。第二，塞浦路斯问题。1974年土耳其不顾西方阻止，强行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导致西方不满。第三，土耳其军事政变。1971年和1980年，土耳其发生两次军事政变，使得欧共体对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大为不满，双方关系出现破裂。

1983年土耳其成功举行民主选举后，双方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和。不过土耳其于1987年申请成为正式成员国还是让欧共体大为惊讶，原因有三：第一，根据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欧共体计划在1992年建立单一市场，而在此期间不会考虑接纳新成员；第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武装叛乱不断升级，引起欧共体对土耳其国内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强烈关切；第三，欧共体对于土耳其在短时间内达到相关标准持保留态度，如扩大政治多元主义、提高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及解决同希腊的矛盾等。最终，1989年，欧共体决定在1993年之前不启动任何申请国家的入盟谈判。针对土耳其，欧共体规定要重启双方谈判必须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加强金融合作、建立关税同盟、开展工业和技术合作以及增强政治和文化联系。

20世纪90年代，土欧关系发展缓慢。1993年哥本哈根峰会的召开使土耳其的欧洲梦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此次峰会出台了两项规定：一是将中东欧国家（不包括土耳其）作为欧盟的优先考虑对象；二是为正式成员国制定了需要满足的经济和政治标准，即《哥本哈根标准》。鉴于土耳其符合政治标准的难度较大，欧盟转而将双方建立关税同盟列为首要任务。1996年，土欧双方正式建立关税同盟。

1997年召开的卢森堡峰会对土耳其又是一次重大打击。在此次峰会上，土耳其未被列为候选国，而且欧盟对土耳其获得候选国的资格也制定了附加条件，比如同希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爱琴海问题。卢森堡峰会引起土耳其的极大愤怒，促使它暂停了同欧盟的政治对话。卢森堡峰会之所以做出以上决定是基于政治因素、宗教和文化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的考虑。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土耳其国内的人权和民主缺失，同时欧盟成员国希腊对土耳其入盟持强烈反对态度；在宗教和文化上，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曾发表过一份宣言，明确指出欧盟是一个构建文明的进程，土耳其没有一席之地；在经济上，德国对土耳其移民极为担心，而法国和意大利则对土耳其的纺织品和农产品持保留态度。但在此次峰会上，政治因素被欧盟有意设为最重要的原因，使得土耳其对此无法反驳。

1999年召开的赫尔辛基峰会成为土欧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在此次峰会上，欧盟给予土耳其候选国地位，并向土耳其保证，如若土耳其符合《哥本哈根标准》，并且解决同希腊的长期冲突，土耳其定会成为正式成员国。此次欧盟立场的突然调整主要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希腊的立场有所软化、美国对土耳其的坚定支持以及土耳其自身政治改革所取得的进步。1998年，德国组建了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政府，这与之前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立场有明显不同，前者支持土耳其入盟，而后者则因为文化原因反对土耳其入盟。因此，1999年，德国在于科隆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宣布支持土耳其入盟，不过遭到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反对。然而，没过多久发生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大地震为希土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契机。希腊政府表示将放弃长期反对土耳其入盟的立场，希望双方在欧盟框架内妥善处理分歧和问题。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的发展也为政治改革开辟了道路。一方面，1997年“二二八政变”发生，当时执政的伊斯兰政党繁荣党被迫下台，而一些持实用主义路线的伊斯兰领导人则开始奉行更为温和的理念，同凯末尔主义者和平相处。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得到有效控制。1999年，土耳其逮捕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成功实现停火。这使得土耳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暴力冲突趋于稳定。

2002年，欧盟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上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如果土耳其符合《哥本哈根标准》，则将于2005年中期启动入盟谈判。2004年12月，欧洲理事会给予土耳其积极评价，决定于2005年10月3日开启土耳其入盟谈判。但事实上，入盟谈判的开启乃是欧盟各成员国博弈的结果。例如，奥地利在最后一分钟的否定几乎使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化为泡影，欧盟只好以同时开启克罗地亚入盟谈判予以平息，因为奥地利长期以来反对土耳其入盟，克罗地亚则是其优先支持的国家。

2005年10月，土耳其入盟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刚开始时，各方关于谈判的方向出现分歧。奥地利和德国希望给予土耳其特殊关系或者优先伙伴关系，而不是正式成员国地位。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土耳其的拒绝，最终谈判还是向着正式成员国的目标进行。随后，土耳其国内外的一系列因素如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土耳其国内的民主化程度和土欧双方的历史偏见等，使谈判陷入困境。

土耳其要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必须就35项内容进行谈判，但目前双方已开启的谈判有13项，完成的只有1项，即“科学与研究”，还有21项未开启谈判。“科学与研究”项目的谈判于2006年6月12日开始，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谈判，原因在于该项内容与欧盟法律相关性较小。由于此项目谈判较快，欧洲一般事务和对外关系理事会于2006年12月11日做出规定，除非土耳其完全履行《安卡拉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并且妥善处理好同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关系，否则任何项目的谈判都不可重启。此后，该理事会还限定了8个不得重启谈判的项目，这些项目都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

可以说，塞浦路斯问题已经成为土耳其入盟谈判的最大绊脚石。2004年，塞浦路斯共和国连同其他9个中东欧国家一起加入欧盟，这也是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自从196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和希腊族人发生暴力冲突后，土耳其一直拒绝承认塞浦路斯政府。1974年土耳其军事干涉塞浦路斯岛，使得塞浦路斯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塞浦路斯于2004年加入欧盟后，欧盟不断敦促土耳其保证将《安卡拉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适用于包括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内的新的欧盟成员国，要求以此为条件展开入盟谈判。2005年10月，土耳其签署了修改后的《附加议定书》，但同时提醒国际社会，议定书的签署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上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坚持认为只有当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和希腊族人统一后才会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此外，土耳其还要求欧盟尽快结束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封锁，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经常阻挡的经济援助计划落实到位，并且恢复欧盟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直接贸易。如此，土耳其才会向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开放海港和军港。

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进程由欧洲理事会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的主要依据来自欧盟委员会所做的土耳其年度进步报告。例如，2012年欧盟委员会在土耳其年度进步报告中对“政治标准”部分持非常严厉的态度，而2013年10月16日提交的年度进步报告则较为积极，认为土耳其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步骤”，实施了司法改革一揽子计划，并推进了与库尔德武装分子的和平进程，因而决定重启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2012年7月1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这使得土欧关系陷入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谷。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宣布抵制欧盟直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轮值期结束。不过事实上，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偏离既定轨道，虽然没有展开入盟谈判，但开辟了一个新的谈判框架，即“积极议程”。该议程推动了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立法、能源合作、签证、移民、反恐、外交政策和政治改革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证自由化机制。2013年是《安卡拉协定》签署50周年，直到2013年底土欧关系才有回暖的迹象。这表明，土耳其仍然处于入盟的十字路口，对土耳其入盟结果只能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根据入盟谈判框架，土耳其若想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必须得到欧盟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因此，欧盟主要成员国尤其是持反对立场的成员国对土耳其的入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成员国主要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希腊、奥地利。

鉴于土欧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及土耳其入盟的坎坷经历，土欧关系未来可能会向以下四个方向发展。

第一，土耳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首先，这要求欧盟成员国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欧洲国家经济的长久繁荣。其次，欧盟成员国同意推行一揽子制度和程序改革，使欧盟扩大计划不断得到支持并走向深入。再次，土耳其成功地履行了入盟的各项标准。最后，随着欧洲民众对欧盟扩大化的质疑减少，欧盟迫于人口压力终于接纳土耳其。不过，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该前景不大可能实现。

第二，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优先伙伴”。此种假设的条件是：欧盟经济改革停滞，经济恶化加剧；欧盟内部冲突导致机构改革受阻，无力做出共同决定；欧盟扩大化计划遭到广泛质疑并被搁置；欧盟民众对土耳其入盟更加反对，而奥地利和法国的公投使土耳其入盟彻底无望。在此条件下，土耳其入盟谈判可能在早期阶段就会破裂，欧盟于是给予土耳其“优先伙伴”地位，允许土耳其享有欧盟共同政策。该前景不大可能会被土耳其接受。

第三，土耳其主动寻求成为欧盟的“优先伙伴”。此种预设需要土耳其实现高度发展和欧盟发展持续疲软两个因素的结合。土耳其在入盟过程中进行了必要改革，成功实现了转型，并且完全符合欧盟成员国的标准。在经济改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土耳其经济更加繁荣，成为地区发展引擎，逐渐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是世界大国。与此同时，欧盟经济发展缓慢，内部冲突加剧，导致欧盟无法成为全球性力量。鉴于这种情况，土耳其强烈的主权意识以及对帝国历史的怀想可能激发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而拒绝加入欧盟，主动寻求“优先伙伴”关系，获得某些特别的权利。

第四，土耳其放弃加入欧盟。土耳其民众对加入欧盟失去了耐心，并且土耳其社会对于入盟工程极度反感，因而放弃加入欧盟。这种放弃或拒绝要么是因为土耳其军队重新干政，要么是因为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迅猛发展。在军队方面，土耳其可能因为外部因素导致和库尔德人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导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某些改革出现倒退，土耳其重新回到军队控制政治的时代。在政治伊斯兰方面，由于欧盟对穆斯林的歧视不断加剧，导致宗教倾向日益高涨的土耳其穆斯林民众的针锋相对，选择不再加入欧盟。

三 与以色列的关系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秘密外围联盟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亦敌亦友阶段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战略结盟阶段。土以关系的发展主要由两组战略三角关系决定：土耳其—以色列—阿拉伯战略三角关系和土耳其—以色列—美国战略三角关系。前者从本质上看是消极的，其基本假设在于每两方的关系互相排斥，无法保证三方共同繁荣。后者从本质上看则是积极的，每两方的关系都有助于第三方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繁荣。简言之，土耳其—以色列—阿拉伯战略三角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占主导地位，而土耳其—以色列—美国战略三角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占主导地位。

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交往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15世纪。1492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开始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犹太人走投无路，只好逃到奥斯曼帝国。幸运的是，奥斯曼帝国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并且允许犹太人建立属于自己的米勒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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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在帝国内扎根，对帝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宗教自由，并且拥有显赫的地位和不菲的财富。加之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帝国的忠诚，因而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处境要远比他们在欧洲的经历幸运得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接纳了很多逃离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这为土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但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块心病。巴勒斯坦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苏丹也一直视自己为圣城耶路撒冷的保护者。19世纪晚期以来，大量欧洲犹太人移民到奥斯曼帝国，获取的土地也越来越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对于帝国地缘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引起了阿拉伯民众的不满。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对手英国也暗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更是引起帝国政府的警惕。帝国解体后，秉持世俗主义理念的土耳其共和国对于欧洲犹太人持更多同情态度，对于阿拉伯世界则采取忽视态度。这一点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49年，土耳其承认以色列建国，这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转折点。随后，两国关系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发展迅速。土耳其允许以色列在各地建立使领馆以收集情报，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人对穆斯林大团结的呼声不太重视；另一方面在于以色列在较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多次阿以战争中获得军事胜利，并且快速走上现代化之路，成为土耳其钦羡的对象。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同以色列发展关系是土耳其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不过这也损害了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土以关系深受土耳其加入西方观念的影响。如果土耳其同西方的关系不发生实质性变化，那么土以关系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但这一变化出现在1964年，当时西方对于土耳其的塞浦路斯政策不予支持，又加上土耳其对中东石油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国内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因而土耳其采取亲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不过这种立场并没有导致土以关系的全面破裂，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的“西方梦”。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盟友的土耳其一直都倾向于支持以色列。实际上，土耳其希望能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即在不损害阿拉伯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维持同以色列的关系。即便在土以关系处于最低水平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土以两国仍然保持秘密联系。总而言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土以关系在中东冲突的大背景下不断摇摆。

20世纪90年代是土以关系发展的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涉及旅游、环境合作、自由贸易、电信、邮政和反毒品等领域，而最重要的则是军事战略合作。1996年2月，土以签署《军事训练和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两国进行联合训练和情报分享活动，以色列可以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用于训练，帮助土耳其空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并且向土耳其转移军事技术等。1996年8月，两国签订补充协议，内容涉及军事技术转移、联合军事技术研发、情报共享、常规战略规划对话以及开展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等。两国军事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双方的贸易总额，而且为土耳其获得先进军事技术提供了渠道，更促成了土以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土耳其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继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如下原因：第一，军事合作有助于土耳其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土耳其的国家安全；第二，军事合作有助于土耳其缓解地区压力，加强同西方的联系；第三，军事合作还被土耳其军方用作打击国内伊斯兰力量的工具；第四，土以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改善。

随着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瓦解，尤其是秉持“温和保守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执政，土以关系从21世纪初至今可谓合作与矛盾并存。2005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建立热线，相互交换反恐情报。同年，埃尔多安访问以色列并参观大屠杀纪念馆。2007年，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成为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进行演讲的第一位以色列总统。2008年，土以两国达成修建石油管道协议。同时，土以双方还通过军事演习、情报共享和国防工业合作等形式来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

不过，较之土以两国合作取得的成就而言，两国的矛盾也不断增多和升级。2002年，土耳其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指责以色列在杰宁地区进行大屠杀。2004年，埃尔多安总理指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在加沙地带屠杀包括儿童和平民在内的60名巴勒斯坦人。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但不被以色列和西方承认，而土耳其不仅对哈马斯的合法性给予确认，而且邀请哈马斯领导人访问土耳其。自2008年年底，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封锁行动，此举导致土耳其的不满，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在2009年1月3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的“铸铅运动”犯下反人类罪，并且愤然离席。土以两国的“一分钟危机”引起舆论哗然，但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埃尔多安在中东国家的英雄形象。这次事件为两国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2009年10月，土耳其电视剧《告别》播出，该剧描述了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儿童和老人的残暴屠杀，引起以色列的抗议，并导致两国关系再度紧张。2010年1月11日，以色列副外长丹尼·阿亚隆用矮沙发“招待”土耳其驻以大使艾哈迈德·切利克科尔则引发了土耳其的强烈抗议，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威胁要将驻以色列大使召回。

2010年5月31日发生的以色列袭击土耳其救援船事件成为土以冲突升级、两国关系走向冰点的转折点。2010年5月底，以色列用武力强行拦截了奔赴加沙地带的“蓝色马尔马拉号”国际救援船，造成八名土耳其人和一名土耳其裔美国人丧生。该船是自由加沙国际救援船队的一部分，同时属于土耳其的一个著名非政府组织——人权自由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其主要目的是为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因而对以色列的加沙封锁带来严峻挑战。在此事件中丧生的几名土耳其人被按照“处决式”杀害，这暗示以色列对土耳其进行明显的警告，即如果今后再继续派遣此种船只，仍然代表巴勒斯坦人挑战以色列的封锁政策的话，即便是打着公民社会活动家的旗号也会让土方付出沉重代价。

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部长都在南美洲，土耳其总统也在国外。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和总统立刻改变行程回国，土耳其外交部部长则直接飞往纽约，要求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应土耳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开会，并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谴责。随后，土耳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停止土以外交关系，并提出三个条件：以色列官方正式道歉；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和禁运。若是以色列对土方提出的条件不予采纳，土耳其就会将土以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终止与以色列的所有军事关系，禁止以色列军机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并且承诺游说其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联合国提案。土耳其还指控以色列犯了国家恐怖主义，并谴责这次袭击是以色列进行的血腥屠杀，迟早要受到惩罚。

应两国要求，2010年8月联合国派出调查小组对事件进行调查，2011年9月“帕尔默报告”（Palmer Report）出台。该报告对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对土耳其人权自由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的真实动机表示怀疑，这实际上维护了以色列的立场，即该运输船上的活动者是一群有组织并采取暴力抵抗的人。该报告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对加沙封锁的合法性，指出“以色列面临来自加沙的武装集团的真实威胁。为了阻止武器经由海路进入加沙地带，以色列被迫进行海上封锁是合法的安全措施，而且它的实施同样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土耳其对于“帕尔默报告”表示不满，再度要求以色列道歉并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以色列方面则对袭击事件表示遗憾，但拒绝道歉，并且称此要求“无理”，埃尔多安进一步威胁将派军舰对今后进入加沙地带的救援船进行护航。此后，两国总理互相指责，骂战不断升级，使得事件解决面临很大困难。“帕尔默报告”出台后，土耳其驱逐以色列大使并冻结了两国军事关系。英美两国也试图调和土以冲突但未果。

“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给土以关系带来重大打击。经过三年的外交僵局，以色列终于在2013年3月22日就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舰队袭击中造成八名土耳其公民和一名土裔美国人死亡向土耳其道歉。道歉的场景极具戏剧性。3月2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以色列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后即将坐专机离境时，就在飞机跑道的一辆拖车上，奥巴马给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打了一个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内塔尼亚胡向土耳其人民道歉，并同意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埃尔多安代表土耳其接受了道歉，并且表示会结束对以色列士兵的司法诉讼。此次道歉事件是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安排和协调的。

土以关系在2013年年初出现和解迹象，随着以色列的道歉，两国正式开始和解进程，随后两国在赔偿金谈判、埃及政变、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不断出现反复，而到年底时则实现两国军事领域的重新合作。这表明土以两国在迈向关系正常化方面稳步发展，但即便两国恢复到正常关系，土以关系在短暂的未来也不会达到20世纪90年代时的蜜月时光。土以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巴以和谈等方面仍有分歧。在土耳其看来，如果内塔尼亚胡政府希望同土耳其保持长久的正常关系，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要变得更有建设性。任何有助于和平进程的举措都会促使两国关系不断取得进步，促进地区稳定。

第三节 与俄罗斯及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

一 与俄罗斯的关系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同俄罗斯的关系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从1991年到1997年，两国关系兼具竞争、合作与对抗；从1998年到21世纪初期，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两国对抗明显增多；从21世纪初期开始，尤其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两国关系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不断加强友好与合作。

苏联解体后，土俄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土俄政治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两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居于主导地位；二是21世纪之后，两国政治迈入迅速发展时期。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1997年，土俄两国关系由于存在各种利益冲突而趋于紧张，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对于后苏联时代的中亚国家采取不同的立场。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与新成立的中亚国家开展直接接触，对这些国家的独立进程给予支持，提供经济援助，希望建立政治、军事和文化联系，这对视中亚地区为势力范围的俄罗斯带来极大威胁。俄罗斯认为土耳其的企图是泛突厥主义的重新崛起，势必会削弱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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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例，1992年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给予支持，而土耳其则支持阿塞拜疆。以塞浦路斯问题为例，俄罗斯认同希腊政府的主张，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密切合作，土耳其则支持塞浦路斯岛上土耳其族人的主张。虽然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各种问题，但双方仍然展开政治对话并加强合作，因为俄罗斯意识到土耳其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所做出的努力仍无法改变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9·11”事件之后，土俄双方于2001年11月16日签署《欧亚合作行动计划》。这份合作行动计划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国在里海和黑海地区结束对立局面，并视对方在该地区拥有大国地位，同时将两国合作领域扩大至贸易、旅游、能源与国防等。土俄关系的真正突破发生在2003年。2003年3月，土耳其议会拒绝美国越过土耳其边境发动对伊拉克的打击。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兴起使得俄罗斯更加青睐与土耳其发展紧密关系。

2004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问安卡拉期间，两国发表了增进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联合宣言。2007年和2008年，土俄两国互相举办“俄罗斯文化年”和“土耳其文化年”，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往。

土耳其视俄罗斯为重要的市场，土耳其建筑公司的主要客户来源以及土耳其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都是俄罗斯。此外，每年俄罗斯赴土耳其的游客（2009年为300万人次）也为土耳其带来了大量收入。与此同时，两国可以使用本国货币如土耳其里拉和俄罗斯卢布进行贸易结算，这将增加土耳其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2009年2月12～15日，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对俄罗斯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土耳其总统居尔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会面，土俄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致力于深化友谊和全方位合作”，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互信的增强，之后土耳其与俄罗斯境内的土耳其人精英开展对话时不再被猜疑，对土俄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合作促进了土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被称为“手提箱贸易”，从土耳其带入境的消费品成为俄罗斯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此类贸易的年交易额达到5亿～15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两国的贸易稳步发展，但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俄罗斯是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国，但土耳其主要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及原材料，导致土耳其的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2007年土耳其贸易逆差为180亿美元，使得两国贸易有益于俄罗斯一方。据土耳其对外贸易委员会数据，2012年土耳其对俄罗斯出口额为67亿美元，从俄罗斯进口额为266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99亿美元。2012年，土耳其公司在俄罗斯的投资为70亿～80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食品、工业生产和银行服务等领域。目前土俄两国贸易额与1000亿美元的目标仍相差很远。

能源合作是两国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而且两国在能源领域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本国进口天然气的65%，石油则占25%，是仅次于德国和意大利的俄罗斯石油第三大买家。另一方面，俄罗斯有40%的石油要经过土耳其运输至世界各地。据推测，未来土耳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可能达到80%，这也促使俄罗斯不断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例如，在2006～2007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危机以及2009年俄乌危机中，俄罗斯都向相关国家展示了“石油和天然气政治”的威力。鉴于能源合作是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领域，因而作为能源依赖国的土耳其与俄罗斯保持稳定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至关重要，而作为能源输出大国的俄罗斯也需要依赖土耳其的“石油走廊”地位将石油运往欧洲。

不过，土俄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也有可能得到改变。虽然俄罗斯经济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但其发展主要是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因而极易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一旦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则需要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弥补损失。如果土耳其崛起为一个能源中转枢纽，则它很可能会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目前，土耳其大致采取双向能源战略：一方面试图对能源进口来源进行多元化的开拓；另一方面试图将土耳其变为东西能源走廊，进而降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和俄罗斯在政治、外交和贸易等领域的关系迅速发展，但两国的敌意和竞争也仍然持续。尤其是在能源问题上，两国在石油管道线路选择和对本地区施加影响等方面龃龉不断。例如，2007年7月，土耳其与伊朗达成能源协议，土耳其可以在伊朗的南帕尔斯油田拥有三个项目的开发权，这对俄罗斯构成了制衡。俄罗斯也不甘示弱，寻求替代性的路线。例如，2007年6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意大利埃尼集团（ENI）就一项新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达成协议，该管道起点设于俄罗斯，经由黑海海底到达保加利亚，然后穿过巴尔干到达中欧和意大利等国，但绕过土耳其。此外，俄罗斯希望在地区甚至世界市场的石油管道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不过目前，土耳其和俄罗斯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经过长期合作，曾经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在政治对话、贸易发展和能源合作等领域成为伙伴，而两国不断增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有助于双方建立密切的关系。

二 与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

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从16世纪到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为止，巴尔干地区的大部分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并对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巴尔干地区是通往欧洲的桥梁，是扩大帝国在欧洲影响力的桥梁，也是帝国融入欧洲并成为欧洲强国的必由之路。同样，巴尔干地区也是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的地方。19世纪巴尔干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促发了帝国的解体，同时也为帝国内的改革精英发动民族主义运动、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发挥了间接作用。巴尔干战争最终促成巴尔干地区民族国家的独立，但一战的爆发和帝国的解体导致整个中东地区与巴尔干地区的动荡不安。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内稳定和改革定为共和国的首要目标。为此，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附属领土不再提出主张，并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加强友谊与合作的原则发展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在1923年和1925年，土耳其分别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签署友好条约。在1929年和1930年，土耳其又分别与希腊和保加利亚签署中立与和解条约，并同两国达成人口交换协议，为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建立稳定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1929年经济大萧条期间，巴尔干地区处于权力真空地带，而土耳其借此机会成为地区强国，并于1934年2月9日同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署《巴尔干公约》，使得巴尔干地区国家间的合作达到最高点。巴尔干协约国是一个由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共同组成的军事联盟，目的在于保证巴尔干地区国家的边境免受任何侵略。土耳其在此阶段的巴尔干政策是：根据多边合作机制平衡本地区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立促使土耳其放弃中立原则。苏联对于土耳其东部边境的领土要求以及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都强化了土耳其西方化的外交原则。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同时也继承了北约的巴尔干政策。如西方盟友一样，土耳其对于共产主义的蔓延持消极态度，并拒绝同与苏联有友好关系的巴尔干地区国家开展任何合作。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产生分歧后，土耳其受西方鼓励尽量使南斯拉夫靠向西方阵营。1953年，土耳其与希腊和南斯拉夫签署友好合作条约。1954年，这三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并一致同意任何针对其中一国的攻击都是对三国的侵略，其他两国将会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防御手段进行支援。

1955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和解，这使得土耳其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失去了意义。同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因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希腊的关系成为土耳其巴尔干政策的重中之重，与其他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则变得边缘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东西方阵营的冲突开始有所缓和，土耳其也开始同苏联阵营国家加强交往，并且扩大了与巴尔干地区共产主义政权的经贸和文化联系。不过，在1970年，巴尔干地区国家在土耳其进口和出口额中仅分别占1.8%和3.5%。土耳其在这一时期的外交重点仍然是与希腊存在的塞浦路斯问题和与保加利亚存在的少数民族问题，不过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相对较好，然而仍然难以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推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因而土耳其对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政策也改为扩大双方的经济交往。

20世纪90年代之前，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主要基于战略和安全考虑而制定，种族和宗教因素直到巴尔干国家独立后才开始发挥作用。冷战的结束深刻改变了地区和全球局势，也促使土耳其重新考虑其外交战略，采取更加积极和自信的外交政策，在巴尔干地区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双方的政治对话、经济交往和社会文化交流不断增加，各级别的双边访问越来越频繁，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技术领域签署的合作协议也越来越多，这为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带来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期。

在政治上，土耳其不断加强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高层交往，开展斡旋外交。2009年，土耳其成为东南欧合作进程的主席国，任期一年。土耳其在任期内组织了多次高级别政治会议和区域活动，推动巴尔干地区为解决国家间和族群间争端开展对话和斡旋，其中最富有成效的是促成了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三方协商进程的举行。由于欧美之前提出的代顿和平进程无疾而终，土耳其则成功地促使塞尔维亚领导人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导人进行和谈。在三方会谈机制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上，三方首脑达成协议，强调维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以及加强互相对话和合作的必要性。在此进程下，土耳其还为两国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问题找到了妥协方案。土耳其鼓励塞尔维亚政府就这次灾难性事件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穆斯林进行道歉，同时劝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接受道歉。虽然塞尔维亚政府在道歉时并未使用“种族屠杀”一词，但这为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2013年5月，三国在安卡拉峰会上同意建立三方委员会，推动三方的经贸和商业合作。

此外，土耳其还提议建立了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之间的三方协商机制，致力于缓和各方的内部冲突，如塞尔维亚境内伊斯兰群体谋求穆斯林代表权的问题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府危机等。除了承担单方面斡旋和调解任务外，土耳其还不断鼓励巴尔干地区国家积极加入国际机构并融入国际社会。此外，土耳其还为巴尔干地区国家达到欧盟标准提供技术支持，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和马其顿等国加入北约表示支持。2008年2月，科索沃宣布独立以来，土耳其还为国际社会承认科索沃付出巨大努力，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内进行大量游说，试图劝说伊斯兰国家对之予以承认。

在经济上，加强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是土耳其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此，土耳其政府付出大量努力推动土耳其企业在巴尔干地区开展经济活动。土耳其经济部制定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合作和竞争战略包括以下内容：与巴尔干地区国家不断进行对话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提升土耳其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为土耳其企业提供商业机会；鼓励土耳其企业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为土耳其商业协会和金融机构在此地区进行经营活动提供支持。自2010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部定期组织巴尔干地区国家工作组就双方的经济关系和发展战略进行研讨，而工作组成员来自各公共机构、商业行会和非政府组织等。

由于以上措施，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第一，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出口和进口额不断增加。从2002年到2012年，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307%。2002年，土耳其对巴尔干国家出口额为4.109亿美元，进口额为4850万美元。2007年，土耳其对巴尔干地区国家出口额为12.808亿美元，进口额为5.879亿美元。第二，土耳其对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大幅增加。2008年，土耳其对该地区直接投资为5900万美元，2012年达到1.87亿美元。投资领域包括电信、能源、交通、金融和机场等。第三，土耳其对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援助额也逐年攀升。2002年，土耳其对该地区援助额为867万美元，2012年则达到7005万美元。

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土耳其还在巴尔干地区开展众多社会和文化建设工程，不断推进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公民外交和软实力外交。为此，大量的公共机构也参与到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之中。如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署，该机构负责土耳其在海外的经济援助和社会文化工程，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最重要的外交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发展计划，涉及领域有教育、健康、农业、市政建设援助、奥斯曼建筑和工艺品维修等。海外土耳其人及相关社区总署负责为海外土耳其人提供援助，增强土耳其人与相关族群的相互联系，同时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给予支持，并为国际留学生提供各种奖学金，来自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留学生可以申请各种奖学金项目。宗教事务总署主要是为突厥国家提供宗教服务和教育，同时也是土耳其发展同海外穆斯林社群关系的外交渠道。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该机构加强了同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社群的对话和合作，为该地区宗教教育、建设和翻修清真寺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尤努斯·埃姆莱学院（Yunus Emre Institute）负责在海外推广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化，目前在巴尔干地区已经拥有8个分支机构，极大地推动了土耳其语在该地区的传播。此外，土耳其各地方政府也在巴尔干地区开展了众多社会和文化活动，为各种建设和翻修工程提供援助。这些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双方的人文交流，增强了双方人民的感情，也极大地推动了土耳其同巴尔干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

第四节 与高加索及中亚国家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给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作为西方对抗苏联的马前卒，土耳其意识到由于其与欧亚大陆上新独立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族裔和语言联系，因而会成为欧亚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而其在变幻莫测的欧亚地缘政治中也仍将处于中心地位。一方面，土耳其可能在本地区起到的积极作用，引发了西方的强烈关注。由于担心极端伊斯兰力量可能会填补苏联解体后给欧亚大陆中心留下的权力真空，西方国家积极鼓励这些新独立国家采纳以世俗民主和自由经济为特征的“土耳其模式”。另一方面，虽然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出现为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设立了缓冲带，但土耳其仍然感受到周边邻国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威胁。为此，土耳其制定了必须依靠相对优势的地缘战略位置，积极与高加索地区国家开展外交和安全合作的政策。尤其是2008年8月格鲁吉亚危机后，土耳其提议建立《高加索合作与稳定平台》，这使得土耳其成为该地区的重要行为体之一。目前，虽然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和解仍有较大空间，但是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不稳定态势，因而土耳其将努力与高加索地区国家建立相互依存关系。

土耳其的高加索战略包括以下三方面基本内容。第一，土耳其大力支持高加索地区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土耳其呼吁这些国家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建立经济福利制度、外部实现独立自主、内部实现社会和谐，这成为土耳其高加索战略的优先选项。高加索地区国家对于土耳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外部势力施压而不稳定，那么地区不稳定局势将很快蔓延至土耳其境内。如果这些国家拥有足够实力来抵御外部压力和干预，那么土耳其则有机会凭借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加强对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向心力。第二，土耳其支持高加索地区国家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付出的努力。土耳其反对该地区国家通过武力或者其他方式对边界做出任何改变，试图维持该地区的平衡态势。独立后的高加索地区国家为土耳其和俄罗斯设立了缓冲带，使得土耳其不再与俄罗斯为邻，要维持现状就必须保证高加索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避免俄罗斯再次威胁土耳其的生存。第三，土耳其致力于成为能源和交通枢纽，推动里海石油和天然气经由土耳其运往欧洲，促进航空旅客经由伊斯坦布尔前往欧洲，但这都需要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大力配合。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线路、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路线、蓝流天然气管道计划等工程都对土耳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与高加索地区各国发展双边关系能够极大地增加土耳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提升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能提高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望。更为有利的是，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国拥有许多共同点，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联系成为土耳其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推动力，而其基础则在于实用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一 与格鲁吉亚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土耳其是第一批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的国家之一。鉴于格鲁吉亚对地区稳定的作用，土耳其与格鲁吉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建立相互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两国之间已经建成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路线，这对于经由伊朗或者俄罗斯的管道路线起到极大的制衡作用。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管道路线对于欧美等国极为有利，对于地区稳定也有一定作用，因而土格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得到了西方的大力支持。自建国后，土耳其就对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国家稳定、民族独立以及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等给予坚定支持。自从“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与北约的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格鲁吉亚和北约签署的《单一伙伴行动计划》（Individual Partnership Action Plan，IPAP）为双方合作制订了详细计划。对于格鲁吉亚申请加入北约的请求，土耳其给予全力支持。此外，土耳其还为格鲁吉亚为满足北约标准而进行的军事改革和军事现代化工程提供大量援助。

除政治关系外，土格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土耳其已经成为格鲁吉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并且两国于200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自2004年开始，随着格鲁吉亚推行的经济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改革渐露成效，格鲁吉亚的外国投资也开始急剧增长，2006年达到10亿美元，2007年达到15亿美元。其中，土耳其企业对于格鲁吉亚外资增加的贡献巨大。2004年，土耳其的投资占格鲁吉亚所有外国投资的23%，投资领域主要包括电信、工业制造、人力管理、玻璃包装等。自2006年起，土耳其企业进一步升级在格鲁吉亚的投资，如开始进行建筑竞标等。除直接投资外，土耳其企业对格鲁吉亚的贡献还在于每年带来不少于5亿美元的增值税收入和不少于2亿美元的所得税收入。

2007年3月，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两国的签证申请都放宽到90天居住期，这有助于两国人员自由往来；二是新建成了巴统国际机场。该机场可作为土耳其公民的国内到达机场，土耳其航空公司拥有该机场二十年的运营权。根据协议规定，土耳其公民可以乘坐土耳其航空公司航班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巴统，然后乘坐汽车穿越土格边境到达土耳其小镇，无须护照或者签证。此外，土格两国的萨普/萨皮边境站也进行了维修和扩大，这使两国的人员沟通和往来更为通畅，从而带动两国的旅游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2008年8月格鲁吉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与格鲁吉亚关系的脆弱性和有限性有所暴露。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后，土耳其面临三种政策选择。一是考虑本国格鲁吉亚裔和北高加索裔公民的请求，双方都希望土耳其政府支持有利于各自母国的诉求。二是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从政治、战略、心理和历史等原因来看，土耳其应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然而俄罗斯近年来也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和政治伙伴，因此土耳其陷入两难境地。三是在新建立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和长期盟友美国以及北约国家中做出选择。面对以上压力，土耳其对危机的最初反应是保持沉默，后又在时任总理埃尔多安提出建立《高加索合作与稳定平台》后积极参与危机的应对。虽然该提议成效甚微，但为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进行再接触提供了条件。格鲁吉亚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可能会随时导致热战的爆发，这使得土耳其很难作壁上观，但也很难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

二 与亚美尼亚的关系

亚美尼亚是高加索地区唯一没有与土耳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虽然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意发展双边关系，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区局势的发展、两国国内变局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两国关系以怀疑和不信任为主，导致两国陆上边界仍未能开放，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未能建立。第三方的参与更是让原本复杂的两国关系走向僵化。一方面，亚美尼亚流散人士对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已经形成集体认同，不断在国际上孤立土耳其；另一方面，阿塞拜疆对于土耳其采取任何与亚美尼亚改善关系的行动都表示愤怒，除非纳卡冲突得到解决。

2007年1月19日，亚美尼亚裔的土耳其公民哈伦特·丁克遭到谋杀。作为一位著名的记者，他的死亡受到了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社会的强烈关注。两国的公民组织借此事件开始进行人员往来、接触和对话。

2007年3月，为修复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土耳其方面特意邀请亚美尼亚外交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参加凡城阿克萨玛的一座亚美尼亚教堂改建为博物馆的开幕仪式。虽然两位部长未能出席，但亚美尼亚派遣的委员会经由格鲁吉亚来到土耳其，这为两国关系解冻创造了条件。此外，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教堂大主教麦斯罗布·穆特法扬也对这座教堂按照原样翻修表示欣慰，同时呼吁两国为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努力。

2007年底，两国为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做了以下尝试：土耳其提议设立国际历史委员会以调查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而亚美尼亚则提议设立其他委员会主要讨论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最重要问题，结果双方对这些提议未能达成共识。虽然两国外交部的低级别秘密会谈仍然在进行，但是亚美尼亚的流散人士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使得双方的和解进程并不顺畅。不过，土耳其学术界开始对土耳其历史及土亚关系展开讨论的尝试有助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

亚美尼亚也有理由改善同土耳其的关系。由于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关系未能改善，亚美尼亚被孤立于地区合作之外，这对亚美尼亚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大量亚美尼亚人赴邻国寻找就业机会。虽然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陆上边界仍没有开放，但截至2006年底已经有4万名亚美尼亚公民赴土耳其就业，而截至2007年底已有7万名亚美尼亚公民在土耳其务工，这客观上促进了两国普通民众的交流。

亚美尼亚与土耳其没有直接贸易关系，因而通过第三国开展的贸易迅速增加，尤其是通过格鲁吉亚进行贸易对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双方如果希望开展直接贸易活动就必须开放两国的边界。据土亚商业发展委员会预测，两国的直接贸易额将会达到4亿～5亿美元，远远超过经第三国进行间接贸易的数额（1亿美元），而土耳其也将很快成为亚美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08年9月6日，亚美尼亚新当选的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kisan）邀请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观看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国家队在埃里温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居尔接受了此邀请，并作为土耳其国家元首对亚美尼亚进行首次访问。这次“足球外交”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分水岭，为之后两国进行的和解进程提供了希望和政治推动力。2009年4月22日，土亚两国达成和解框架协议。两国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取得了明显进步……已经为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达成了全面协议。”

然而，阿塞拜疆对于土亚两国在纳卡冲突解决之前重开边界的决定十分不满，这导致土耳其的立场发生变化。2009年5月13日，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阿塞拜疆，宣布亚美尼亚在结束占领阿塞拜疆领土之前，土耳其将不会与之重开边界。不过，最终土亚两国在2009年10月10日签署了两份议定书。10月14日，亚美尼亚总统应土耳其总统邀请观看土亚两国国家队进行的第二场世界杯预选赛，这也是在1993年之后亚美尼亚总统对土耳其进行的首次访问。然而，两国的和解进程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2月，亚美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有关国际条约的法律修正案，规定国际条约在实施前可被中止或取消。最终，2010年4月，亚美尼亚政府宣布撤销议定书，并且直到土耳其批准后才会再次将其提交给议会。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和解进程的暂时搁置。

三 与阿塞拜疆的关系

自阿塞拜疆独立后，土阿关系迅速发展。鉴于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联系，双方不仅在事关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结成战略联盟，而且在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开展大量合作，形成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One Nation，Two States）的关系格局。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的建立是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战略联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条管道的建成对于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往欧洲具有重要作用。经过阿塞拜疆、俄罗斯、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众多私人企业的多轮谈判，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于2006年投入运营，长约1800公里。2007年，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投入运营。据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达成的15年协议规划，土耳其将从阿塞拜疆的沙赫·德尼兹一号油田（Şah Deniz Ⅰ）获得6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阿塞拜疆提供给纳布科管道项目的石油将来自沙赫·德尼兹二号油田（Şah Deniz Ⅱ），预计2016年可以供应。2011年10月底，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签署了两项协议，一项是阿塞拜疆将从2017年开始将沙赫·德尼兹二号油田的天然气销往土耳其，另一项是阿塞拜疆将在2017～2042年将沙赫·德尼兹二号油田的天然气经由土耳其输往欧洲。这两项协议敲定了土耳其购买天然气的具体条款，并且为天然气输往欧洲市场开辟了新前景。通过这些项目，土耳其将可能在运输合同中获得再出口的权利，土耳其的区域枢纽和能源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政治上，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并在纳卡问题上始终支持阿塞拜疆的立场。阿塞拜疆前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去世后，土耳其意识到阿塞拜疆政权的延续将会有助于国内的稳定，因而与美国一道支持盖达尔·阿利耶夫之子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成为阿塞拜疆新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成为总统后积极推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阿塞拜疆开通了从巴库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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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直航航线，这被视为对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极大支持。

在经济上，土阿贸易额自2003年后年均增长40%，在2007年达到12亿美元，土耳其成为阿塞拜疆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两国贸易额对土耳其有利，但是土耳其从阿塞拜疆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也不断增加，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十分巨大。此外，土耳其也已经成为阿塞拜疆非能源领域的第一大投资国，2007年投资额达到25亿美元。目前，土耳其有1200家企业在阿塞拜疆进行投资，投资领域包括电信、交通、银行、建筑、家具和甜食加工等领域。

在文化和教育上，两国合作紧密，取得丰硕成果。阿塞拜疆有大量学生赴土耳其留学，大量年轻外交人员赴土耳其接受土耳其外交部组织的培训。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引进拉丁字母的计划表示支持，为阿塞拜疆准备教科书，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在使用“土耳其”语言上的合作。与此同时，在阿塞拜疆也可以收看土耳其的电视频道，而且阿塞拜疆已经有15所中学、11所高中和一些大学接受了土耳其的投资和资助。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的开展促使两国民众的关系不断加深，也使得两国的政治关系不断发展。

不过，2009年4月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启动和解谈判后，土阿关系发展曾遭受阻碍。由于阿塞拜疆的不满，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于2009年5月访问巴库时曾明确表示对阿塞拜疆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给予坚定支持。这次访问为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和解进程带来了不利因素，但夯实了土阿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四 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至19世纪。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土耳其人开始重新对境外的突厥群体给予关注，并试图用民族主义甚至泛突厥主义的思想点燃全世界突厥民族大一统的热情。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苏联的崛起，土耳其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不断减少，直到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后才重新恢复交往。

土耳其是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的国家之一。实际上，土耳其对于中亚国家的独立感到欢欣鼓舞，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宣称苏联的解体为土耳其成为地区大国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由于担忧伊斯兰势力会填补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西方国家积极向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推销以世俗主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土耳其模式”。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为获得政治和经济支持也对此理念给予认同，并对土耳其的慷慨援助不吝赞美之词。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积极支持中亚国家加入地区和国际组织。在土耳其的外交支持下，中亚国家成功地加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2年，土耳其对于五个突厥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为观察员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1年，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这给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梦带来了极大的鼓励。1992年2月，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宣布了横跨亚得里亚海和中国长城之间的“大突厥世界”主张。在1992年10月举行的第一届突厥国家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提议建立突厥共同市场、突厥发展和投资银行，并请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全力支持将通往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路线过境土耳其。然而，在这届峰会上，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梦受到沉重打击，该峰会通过的《安卡拉宣言》对于土耳其总统的建议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到2000年为止，突厥国家峰会共举办六届，其宗旨是为各方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平台，而1992年提出的突厥共同市场的建议仍然未被纳入这些峰会的议程。第一次突厥国家峰会后，土耳其吸取教训，不再视突厥国家为统一的整体，而是把它们视为有着各自国家利益诉求的独立国家，因而将发展多边关系为主的战略改为以发展双边关系为主的战略。截至1996年12月，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签署各类双边协议470个，多边协议仅有43个。

虽然土耳其和中亚国家在政治关系上遇到了“瓶颈”，但经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目前，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经济援助。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亚国家的重要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国。1992年，土耳其为加强同中亚突厥国家的经济合作，在外交部下设置了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署，负责规划并执行土耳其的援助项目。

第二，贸易往来与建筑合作。1998年，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2.75亿美元增加到13亿美元，但仅占土耳其总贸易额的2%。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机场、酒店、医院和小型工厂的建设和维修上。截至1999年底，建筑工程产生的经济价值达30亿美元。其他贸易则集中在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和零售业等。据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署和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截至1999年底，土耳其有1400家企业在其他五个突厥国家（包括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从事经营活动，总投资约200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约有320家，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有200家。

第三，电信和交通。自1991年始，土耳其同中亚国家在电信领域开展大量合作。土耳其同每个中亚国家达成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电信贸易协议，因而土耳其很早就同这些国家建立了相互依赖关系。随后，土耳其的著名企业内塔斯（Netas）和图克赛尔（Türkcell）在电信基础建设这一战略性经济部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交通方面，土耳其航空公司于1992年开通了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后又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开通了与阿什哈巴德和比什凯克的定期航班。

第四，能源合作。能源线路的选择和建设是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最重要领域。通过能源合作，土耳其可以在以下三方面有所收益：一是获得能源过境费，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减少土耳其对俄罗斯天然气和中东石油的依赖；三是油气管道的建设可以促进土耳其东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因而，参与到中亚国家的能源开采、运输和消费对于土耳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除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外，土耳其与中亚国家还在文化领域开展合作，但土耳其的文化传播策略大多难以奏效。在语言领域，土耳其的主要目标是使土耳其语成为中亚国家的通用语言。为此，土耳其积极推动中亚国家采纳拉丁字母。最终，1993年3月，六个突厥国家在“统一拉丁字母”的谈判中达成了妥协，规定统一拉丁字母包括现代土耳其语的29个字母，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的5个字母。为照顾俄罗斯裔少数民族的情绪，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仍然保留了斯拉夫字母。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但以本国的字母为蓝本，用来与统一拉丁字母和现代土耳其字母区别开来。在广播领域，1992年春，土耳其在每个中亚国家都设立了广播电台和地面接收站，但土耳其的广播和卫星电视在中亚地区的接收率较低。土耳其文化策略取得成效的则是土耳其为中亚国家提供的大量人力资源培训以及为中亚国家的留学生提供的大量奖学金项目。此外，土耳其还在中亚国家建立了大量公立精英学校，而宗教领袖法图拉·居伦则兴建了70多所私立学校，在当地的教育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土耳其和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关系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总体来看土耳其在此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扩张战略遇到了“瓶颈”。鉴于双方在历史、语言和文化等领域的紧密关系以及土耳其外交战略的转型，未来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将会继续向前发展。

第五节 与叙利亚、伊朗的关系

虽然土耳其与中东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但由于土耳其对于阿拉伯人的背叛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及土阿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等原因，土耳其从建国到冷战时期基本上以西方化外交政策为准则，对于中东事务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按照西方的态度行事。例如在巴勒斯坦问题、阿以战争以及两伊战争问题上，土耳其持不干涉、不参与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瓦解后，土耳其仍然保持着冷战思维惯性，以传统安全观应对中东地区局势发展。直到21世纪初，土耳其才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介入中东事务，力图提升地区大国地位。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实现重大转型，发展同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成为土耳其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土耳其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国内、地区和全球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国内局势来看，正义与发展党的连续执政、经济的持续发展、保守宗教势力的不断壮大都要求土耳其对中东地区事务给予更多关注。从地区形势来看，土耳其、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等国都意识到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进行合作才会有益于各方利益，这促使土耳其积极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关系。从全球格局来看，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土耳其综合实力的增强，土耳其的全球战略地位将会不断提升，与中东各国发展关系对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土耳其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扩大贸易关系；发展以信任为基础的友好合作关系。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发展多元外交。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以集团利益为基础，冷战结束后则以双边关系为基础，这意味着土耳其不仅要与单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还要与地区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第二，积极参与战略。该战略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中东军事大国的土耳其必须坚持运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但也可适当使用军事威胁手段；二是不仅参与周边邻国事务，还要参与地理位置较远的海湾事务。第三，建立长期有效的关系。土耳其要与各方建立信任关系，搭建沟通渠道以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和偏见。例如，通过开展高层次访问和记者招待会使双方外交官互相信任、建立良好关系。第四，发展独立外交政策。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开始试图摆脱欧美等国家的影响，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赢得了中东国家的赞誉和认可。第五，实现双赢战略。土耳其积极参与中东地区冲突的斡旋和协商，主张以妥协求对话，以双赢解决冲突。土耳其的积极外交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为土耳其赢得了“地区大国”和“地区强国”的赞誉。

一 与叙利亚的关系

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发展可谓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世纪90年代之前，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充满敌意、冲突不断；20世纪90年代末期，土叙关系出现转机，并在21世纪的前十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来，土叙关系不断恶化，目前仍没有改善的迹象。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其所管理的阿拉伯行省也纷纷独立，然而土耳其建国后并没有同这些中东国家建立紧密联系，一是因为土耳其推行的西方化战略，二是因为土耳其的领袖和民众对阿拉伯国家的背叛难以原谅。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英国站在同一阵营间接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叙利亚与土耳其的立场尤为不同。冷战期间，叙利亚成为苏联最为亲密的地区盟友，而土耳其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叙利亚在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领导下实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使得土叙两国贸易关系也无从发展。20世纪70年代，土叙关系极度恶化，因为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了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该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竣工，使得土耳其可以有效地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总的来说，哈菲兹·阿萨德在以下问题上与土耳其矛盾不断：不断强调土耳其在1939年纳入版图的哈塔伊省为叙利亚的领土；要求获得幼发拉底河更多的水资源；对于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及武装给予军事支持。长期以来，叙利亚为平衡土耳其的力量而以水资源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作为政治工具。

土叙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出现转机。1996年土耳其与以色列结成军事同盟，因而在地区事务上采取更强硬的姿态。由于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在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庇护下一直藏匿于叙利亚，因此到1998年，土耳其威胁叙利亚除非交出厄贾兰，否则将入侵叙利亚。1998年10月20日，土叙双方签署《阿达纳协定》，叙利亚宣布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提供援助并将厄贾兰交给土耳其，这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转折点。2000年，土耳其总统内吉代特·塞泽尔出席哈菲兹·阿萨德的葬礼，这也促成了两国的重新接触。同年，哈菲兹·阿萨德之子巴沙尔·阿萨德就任叙利亚新总统，之后推行经济开放政策，这为土耳其提供了新的市场。2004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访问土耳其，而他也成为叙利亚建国以来对土耳其进行首次访问的国家元首。2004年底，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大马士革，这对于内忧外患的叙利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巴沙尔·阿萨德宣布搁置土叙两国的领土争端问题。2008年，两国就水资源问题达成协议。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土叙两国采取实用主义外交策略，对以往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加以搁置，这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两国于2004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在2007年开始实施。2004年，两国贸易额仅为7500万美元，2008年则达到17.5亿美元。2010年，叙利亚对土耳其的出口额增加到6.662亿美元。同期，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出口额也上升到18.5亿美元。2011年，叙利亚到土耳其的游客比2002年增长了7倍，年均人数达到100万人次，这极大地推动了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安塔利亚市和加济安泰普市旅游业的发展。两国在石油贸易领域也开展了合作，土耳其国际石油公司从2008年开始运营叙利亚原油及石油制品的进出口业务。

土叙关系的改善为土耳其进入中东提供了通道，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治上，埃尔多安与持反西方立场的阿萨德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地区大国领袖；经济上，土耳其通过叙利亚这条低关税陆路贸易路线扩大了对约旦和海湾国家的出口；文化上，叙利亚公司引进的土耳其电视剧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形象，增强了土耳其的地区“软实力”。与此同时，叙利亚也借两国关系的改善摆脱了外交孤立状况。土耳其积极参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斡旋，但最终因为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而失败，不过叙利亚对于土耳其所付出的努力给予了积极评价。2009年4月27日，土耳其和叙利亚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虽然此次演习的范围比较有限，但意义十分重大，这是两国进行的首次军事接触。同日，两国还签署了一项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希望深化两国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

2009年9月16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率团访问土耳其，两国签署了取消入境签证协议以及建立高级别战略合作理事会的协议。两国制定的互免签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高级别战略合作理事会囊括的领域众多，不仅包括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而且涉及交通、能源、水资源、环境、文化、教育和科学等领域。2010年10月2～3日，土叙两国在叙利亚拉塔基亚召开第二届高级别战略合作会议，双方出席人员包括众多内阁成员，如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对外经贸部部长、环境部部长、农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住建部部长等。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两国合作领域进一步深入，而合作机制变得更为有效。在此次会议上，土叙两国在农业和交通等领域签署多项协议，并决定在叙利亚建设合资石油公司。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急剧恶化。自2011年3月开始，土耳其对叙利亚的政策不断升级，首先尝试说服巴沙尔·阿萨德制定改革进程，其次切断两国外交联系，再次支持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政治主张，对叙利亚的政治反对派和武装反对派给予支持和援助，最终提议建立禁飞区或者人道主义通道。不过，土耳其从未考虑单方面对叙利亚进行行动。目前，叙利亚逃亡土耳其的难民在2012年达到17万人，2013年达到59万人，截至2014年12月，难民数量达到155万人，而叙利亚危机仍没有解决的方案，两国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难以进一步发展。

二 与伊朗的关系

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和沙法维王朝时期，因而同为帝国的继承者，土伊关系与土耳其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关系有明显不同，宗教派别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奥斯曼帝国强调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身份，而沙法维王朝则将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定为国教，这种宗教上的分歧在帝国解体后仍然延续，使得土伊关系在历史上呈现“偶尔盟友、持久对手”的特征。

20世纪上半叶，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与礼萨沙赫·巴列维统治下的巴列维王朝都致力于世俗化与现代化改革。因此，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宗教教派的不同以及地缘政治的考量并未对双边关系带来较大影响。冷战的爆发促进了土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两国都希望同美国建立安全联系，而且两国在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中结成联盟关系。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两国拥有的共同世界观和战略定位迅速消失。土耳其视伊朗伊斯兰政权为世俗政权模式的最大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不断指责伊朗政府对流亡到土耳其的宗教温和派力量采取的绑架和暗杀行为。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伊朗还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赴土耳其从事暗杀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外交官的活动表示支持。1989年，土耳其驱逐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马努切赫尔·穆塔基，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激化了土伊两国的对立，宗教派系区别凸显，族裔矛盾也变得更为突出。苏联解体导致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六个伊斯兰国家的独立，这也引发了土耳其和伊朗的竞争，各自都希望将本国的政治模式推行至这些国家。除了土耳其模式和伊朗模式的竞争之外，两国在这些地区还展开族裔竞争，除了说波斯语的塔吉克斯坦之外，其余独立国家大多说突厥语。然而，土耳其和伊朗都未能在中亚地区获得足够的影响力，虽然两国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和经济联系，但双方仍无法挑战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拥有的影响力。此外，由于这些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宗教和族裔分歧，土伊两国也无法同这些国家建立天然的亲密联系。塔吉克斯坦虽然是本地区唯一说波斯语的国家，但与伊朗不同的是大多数国民属于逊尼派；阿塞拜疆虽然是本地区在语言和地理上离土耳其最近的国家，但与土耳其不同的是大多数国民属于什叶派。

纵观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和伊朗的双边关系比较紧张。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府频繁指责伊朗伊斯兰政权对库尔德分裂运动和土耳其极端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而伊朗则对土耳其和以色列发展紧密关系表示不满，指责土耳其对阿拉伯伊斯兰事业的不忠。不过，双方在贸易和旅游业等领域仍有所进展，土耳其希望从伊朗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而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也需依靠土耳其进口所需物资。然而，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中东地区成为土耳其外交的新方向，土耳其和伊朗关系也从以往的竞争关系向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两国的高层次互访不断增加。

1994年7月，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访问伊朗。1996年8月，刚刚当选土耳其总理的内杰梅丁·埃尔巴坎访问伊朗并签署了价值23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同年12月，伊朗总统哈什米拉夫桑贾尼访问土耳其。进入新千年后，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不断加强，高层互访不断。2002年7月，土耳其总统内杰代特·塞泽尔访问伊朗，并成为访问伊朗阿塞拜疆省的首位土耳其总统。2004年7月，土耳其新任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访问伊朗。2008年8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访问土耳其。2009年1月，伊朗议会发言人阿里·拉里贾访问土耳其并同总统居尔会晤。同年11月，伊朗总统内贾德赴土耳其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晤。2010年5月，土耳其和巴西总统出席15国集团峰会，并与伊朗领导人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但随后遭到美国的拒绝。同月，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访问伊朗。同年12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峰会，并同土耳其领导人会晤。2011年2月，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同年5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上再次与土耳其总统居尔会晤。2012年1月，伊朗议会发言人阿里·拉里贾再次访问土耳其，就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与土耳其领导人进行会谈。同月，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也前往伊朗就以上问题进行磋商。

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改善的原因既包括两国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投资，也包括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两国关系的改善不仅对两国至关重要，对于中东国家和西方大国来说也同样重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土伊两国的经贸关系极大地缓解了伊朗面对的国家制裁的压力。据有关数据表明，伊朗已经成为土耳其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在2011年第一季度，伊朗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占土耳其石油进口的30%，同时还是土耳其天然气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拉克。土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进口量和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极大地增加了土耳其从伊朗的进口额，从2004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9亿美元，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和3.9%。

土耳其和伊朗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伊朗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而国内资源匮乏的土耳其只能从他国获得石油和天然气，加上伊朗不断受到国际制裁的压力，因而两国可以在双边贸易中各取所需，土耳其可以促使本国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的实现，而伊朗则可以避开国际制裁并借土耳其的力量获得非石油物品的投资和贸易。虽然两国存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土耳其由于受到伊朗高关税和亚洲低价格商品的影响而无法将产品大量出口到伊朗，但两国积极发展旅游业，2008年伊朗赴土耳其的游客约为100万人次，2010年达到了270万人次。与此同时，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投资和贸易协定

2002年以来，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更是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土耳其将会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保持微妙的战略平衡，而伊朗也将从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中受益。

第六节 与日本、韩国的关系

1950～1970年，决定土耳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因素是安全问题和冷战的大国平衡问题。1971～1990年，虽然冷战还在继续，但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东亚大国平衡格局，土耳其的东亚政策也从以安全为主转向以经济为主。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促使土耳其开始形成更为宏大的亚洲观。从2002年起，由于政治和经济能力的不断提升，土耳其开始同东亚各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一 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是土耳其在东北亚最坚定和最紧密的合作者。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冷战时期，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东亚国家学习的目标，同时也对土耳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借鉴了大量日本经验。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下降，它不再成为世界的焦点，对土耳其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这也促使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国际社会不断思考日本奇迹是否已经走到了终点。

日本的经济滑坡对于土日关系发展具有明显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土耳其对日本的访问团络绎不绝，但两国的交流随着土韩和土中关系的发展而有所停滞。以土日两国的经贸总额为例：1990年两国贸易总额为14亿美元，但到2000年时仅增加到18亿美元，土日两国的贸易额与其他贸易伙伴相比处于明显下滑趋势。2000年之前，日本是土耳其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到2012年时变成土耳其在亚洲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印度和韩国。2012年，土日两国的贸易额为39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贸易额为241亿美元；印度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贸易额为66亿美元；韩国是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贸易额为62亿美元。

土日关系有所停滞的另一标志是高层互访明显减少。自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990年访问土耳其后，日本首相再度访问土耳其已是2006年，时任首相为小泉纯一郎，两次首相级别互访时隔16年后。土耳其近二十年中对发展土日关系相当重视。土耳其访问日本的高级官员有：图尔古特·厄扎尔总统（1990年），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1992年），坦苏·奇莱尔总理（1995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理（2004年），阿卜杜拉·居尔总统（2008年）。

截至2012年年底，土日关系的总体进程仍缺乏战略路线图规划，两国关系较之以往有倒退趋势，甚至两国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都无法阻止这种停滞局面。近年来，赴土耳其的日本游客每年都不会超过20万人次，但鉴于土耳其的旅游业每年都会吸引3000万人次游客，土日之间的民间交往也不尽如人意。

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当选日本首相后，将重心放在复兴日本经济以及推行强硬外交的政策。为复兴日本经济，安倍晋三积极发展土日关系，竭尽全力获得土耳其锡诺普核电站的建设项目。从2010年开始，中国、韩国、加拿大和日本一直在土耳其锡诺普核电站项目上展开竞争，但最终日本企业于2010年10月获得竞标。2011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竞标成功的东京电力公司出现财政危机，因而于2011年8月从锡诺普核电站项目上退出。正当所有人认为中国、韩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将会取得该项目合同的时候，日本的三菱公司联合法国的阿海珐集团共同竞标，获得该工程的合同。该项目价值220亿美元，对于日本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对于日本增加对土耳其的投资也是个良好的机会。该项目工期至少需要10年，日本有望趁此机会将已经有所停滞甚至是衰退的土日关系拉回正轨。

二 与韩国的关系

土韩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1950～1960年为建立外交关系阶段；1961～1970年为发展双边关系阶段；1971～1980年为两国关系多样化阶段；1981年之后为经济关系复兴阶段。虽然在1950～1980年，两国之间有一些高级别的政治和军事访问，但双边关系的强度并没有得到维持。直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实现经济腾飞之后，土耳其同韩国的关系才得到迅速发展。

土耳其与韩国的关系可以追溯至朝鲜战争时期，朝鲜战争是两国关系发展的转折点。1950年，土耳其经过内阁和议会批准于1950年向朝鲜战场派出4500名士兵。在朝鲜战争中，约有1000名土耳其士兵阵亡，大量士兵受伤。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后，土耳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仍然对停留在韩国的土耳其军队提供给养。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开始将军队撤回，1971年土耳其留在韩国的最后一支部队回国。因此，土韩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土韩两国的社会和民间交往也是由驻韩国土耳其军队率先开展的。土耳其军队为解决韩国孤儿的教育问题而建立了安卡拉学校，该学校一直运营到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还为韩国穆斯林社区的诞生做出了贡献。在土耳其阿訇的帮助下，数千名为土耳其军队服务的韩国人皈依伊斯兰教。如今，韩国穆斯林社区的数量已经达到40个。

1980年之前，两国之间的高级别互访非常少见。土耳其总统凯南·埃夫伦、耶尔德勒姆·阿克布卢特总理和阿里·博泽尔外交部部长先后访问韩国。韩国总理李寿成、外交部部长潘基文则分别在1996年和2004年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总的来看，两国在这一时期的总统或总理级别的高层互访还非常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土韩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1999年土耳其爆发大地震，韩国给予土耳其大量援助。此次地震后，韩国媒体和公众还密切关注土耳其的地震灾民，并号召韩国人民予以帮助。在募捐活动中，韩国的非政府组织还频繁提及土耳其士兵在朝鲜战争期间为韩国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鲜血。这种情感的认同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土韩两国友谊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也得以展现。在争夺季军的比赛中，双方运动员和观众的行为为两国友谊做了精彩的注脚。作为回应，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土耳其球迷对于韩国国家队也给予大力支持。

自2004年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韩国以来，两国高级别互访不断，这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愿景，并将两国关系带入了新阶段。在访问中，土耳其希望韩国能够扩大在土投资，而韩国总统卢武铉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会谈中表示双方在众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达成一致。2005年4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土耳其，这也使他成为韩国历史上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的首位国家元首。在此次访问中，土韩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达成众多共识。2008年12月，韩国总理韩升洙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就推动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达成决定性政策，将决定尽快启动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土韩两国的政治合作也带动了双方的经贸发展。2006年，土韩两国贸易方面，土耳其的出口额为1560万美元，韩国的出口额则为36.34亿美元，两国贸易存在贸易额较低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扩大对土耳其的投资。1980～2002年，韩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额为3260万美元，但2002～2006年，韩国对土耳其直接投资额已经增加了2500万美元。韩国企业如LG电子、三星和现代汽车等也积极进军土耳其市场，视土耳其为进入欧洲、中东、俄罗斯和中亚市场的一个重要生产和投资基地。

土韩两国人民的情谊已有60多年，两国之间也不存在潜在的矛盾与问题，这使得土韩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变得更为容易，也推动土韩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然而，两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未能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仍然需要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

第七节 与中国的关系

“祖国安宁，世界和平”是土耳其一直遵循的外交原则。自建国后，土耳其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对外交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从最初的亲西方政策到逐渐认同自己的东方身份，土耳其的外交视野也从局限于欧洲到放眼中东、中亚甚至地域相距更加遥远的东亚、东南亚与南亚地区。从长远来看，土耳其坚信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在欧亚和世界舞台上战略重要性的提升、与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与土耳其相同的发展问题、与亚太地区海外华侨构建的巨大沟通平台以及与西方几十年来的曲折发展关系等都会对土耳其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带来巨大利益。

中国和土耳其位于亚洲的东西两端，两国在21世纪都有意愿重新将古代的丝绸之路建立起来，从中国出发，经中亚各国到达中东，随后经土耳其进入欧洲。中国和土耳其还分别拥有自己的“中国梦”和“土耳其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实现土耳其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都需要中土携手奋斗。概括而言，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发展经历了友好、对峙、接触与合作等阶段，中土关系的发展必将因为两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更具战略意义。

一 政治关系

中土两国之间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也曾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接受中国的管辖，突厥人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古代丝绸之路更是拉近了中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距离，当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一直是中国、中东、欧洲货物交换的中转站，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历史见证就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老皇宫里收藏的大量中国瓷器和饰品。然而，极具讽刺的是，突厥人西迁之后，奥斯曼人及现代土耳其人一直以西方为目标，而对亚洲的东方尤其是中国关注甚少。殊不知，据突厥学家所言，古代突厥人的真正历史还未能书写，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成千上万的突厥人的陵墓未能得到发掘。因此，中土两国加强交往也有助于土耳其人的历史书写。

近代以来，中国与土耳其的官方接触最早可追溯至1925年。1923年，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国。土耳其的成功给正在为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奋斗的中国人以巨大鼓舞。1929年，土耳其在南京建立使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继续同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外交联系，并且为加入北约而派兵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但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此后，中土之间的交往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而停滞。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曾试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国也曾在1966年11月派遣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伊斯坦布尔。1969年12月，土耳其商务部部长同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签署贸易协议。虽然安卡拉和北京的联系不断增多，但在1970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土耳其追随美国否决了将联合国成员国资格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消中华民国资格的决议案草案。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哈鲁克·巴于尔肯指出，土耳其实际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应有地位。随着中土关系的正常化，土耳其和中国于1971年5月开始为建立外交关系展开谈判。

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局面有了大幅改观。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与中国建交的热潮。1971年8月4日，土耳其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随后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土耳其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4月，中国和土耳其互派大使。1978年6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访问土耳其，这是中土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外长对土耳其的首次访问。

以此为开端，中土两国的高层互访逐渐增多。1981年5月，土耳其贸易部部长凯末尔·詹图尔克访问中国。同年12月，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伊勒泰·涂克曼访问中国。土耳其高层领导人一年两次访问中国彰显了土耳其急于需要中国支持的迫切愿望。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爆发军事政变，军政府被欧洲经济共同体边缘化，新政府迫切需要新的平衡力量打破被动局面。此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被土耳其视为重要合作对象。中国政府认为土耳其的军事政变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反对苏联扩张有积极作用，因而对于土耳其有所支持，也为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扫清了道路。1982年12月12～17日，时任土耳其总统凯南·埃夫伦访问中国，他也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此次访问后，1983年4月，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访问土耳其。1983年10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访问土耳其。1984年3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土耳其，在此次访问中，中国支持土耳其在两伊战争中的立场，并强调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此次访问凸显了中土双方在某些国际问题上的共识。1984年10月，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部长瓦西特·哈勒夫奥卢访问中国。1985年6月30日至7月7日，土耳其时任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鼓励土耳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投资并于1985年7月派出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多个城市。1986年7月17～23日，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土耳其。1988年，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王蒙访问土耳其。虽然两国互访不断，但中土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两国外交中的允诺并未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和工程项目上。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中土关系逐步向深入发展。尤其是1995年以来，中土双方都以战略性态度思考两国关系发展，因而使得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合作得到极大提升。例如，1995年5月，时任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访问中国。在访问中，土耳其希望在塞浦路斯、塞黑和纳卡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1996年9月，土耳其国务大臣阿伊菲·伊勒马兹访问中国。1996年12月，中土两国军事合作取得重要进展，达成联合生产导弹的协议。根据此协议，土耳其与中国将联合生产短程地对地导弹。200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土耳其。在访问期间，中土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从2001年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经济迅速增长，其中对外贸易总量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也从一个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向贸易国家转变。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土耳其也是其中一员，这使其更容易在全球经济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土两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和总理朱镕基分别于2001年1月和2002年4月访问土耳其，推动两国通过高层互访保持高水平政治对话。时任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于2003年1月访问中国，并就加强双边合作同中方领导人进行了会谈。2007年4月，土耳其副总理艾哈迈德·阿里·萨辛访问中国。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土耳其对外贸易部部长库尔萨·图兹曼连续三年对中国进行访问。在这些访问中，土耳其代表团的首要议程是解决中土贸易之间的逆差问题及土耳其商人如何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

2009年6月，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访问中国，为两国开展全面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在经济领域，土耳其希望中国能加大对土耳其的投资，提高土耳其对于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以及通过加强双方在第三世界的合作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在政治领域，土耳其代表团的首要目标是尽最大可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与中方加强合作。居尔总统在访问北京和乌鲁木齐后强调应将维吾尔人作为两国友谊的桥梁来看待。居尔总统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新疆的国家元首。

2010年9月，温家宝总理到访土耳其，签署了旨在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土两国将在能源尤其是核能源领域开展合作，而且两国贸易将通过人民币和里拉进行结算。两国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将对外贸易总额从170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在十年内增加到1000亿美元。中土双方同意由中土联合公司修建爱迪尔内和卡尔斯之间的高速铁路，这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部分。

2010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访问中国时就两国总理在2010年9月达成的协议制定目标。土外交部部长访问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以及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这显示出中国对土耳其的积极态度。2012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土耳其。2012年4月，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中国。这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这些是两国高层互访的最新成果，可被视为中土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标志。

二 经济关系

经济领域是中土两国最为重要的合作领域。作为两大快速崛起的经济体，中土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深化经济合作对于双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对土耳其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合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贸易额和资金流转提供了重要机会。对中国而言，土耳其拥有巨大的市场及物流基地，并且拥有优越的战略地位，北靠黑海，南临东地中海，向西可迅速到达欧洲，向东可辐射中东。

根据中土两国2010年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双方的贸易额在2015年要达到500亿美元，2020年则要达到1000亿美元。2010年，中土两国的贸易额为195亿美元，其中土耳其出口23亿美元，主要商品包括金属矿产、化学品、纺织品、钢铁等；进口172亿美元，主要商品包括电子设备、办公及通信设备、服饰等。鉴于两国贸易近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两国的贸易额要达到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设想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两国贸易额在2012年为240亿美元，而2008～2012年，中国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后成为土耳其第三大贸易国，今后两国贸易额还将继续高速增长。

目前两国经济关系最大的问题是贸易不平衡问题。1975年，中土两国签署贸易协定，然而除了1993年和1994年之外，土耳其一直处于逆差状态。1995年是逆差最大的一年，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额锐减了81.1%，从3.55亿降至6700万美元，而土耳其从中国的进口额则增加了109.1%，从2.58亿美元上升至5.3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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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由于土耳其遭受金融危机，中土之间的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土耳其的逆差继续扩大。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但从中国的进口则不断增加。2010年金融危机减弱后，土耳其的进口增长速度同样大大高于出口增长速度。同时，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导致中土贸易逆差增长速度越来越快。2000～2010年，土耳其对外贸易逆差增长1.68倍，从267亿美元增加到716美元，而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则增长10.46倍，从13亿美元增加到149亿美元。

2012年，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8亿美元，进口总额为213亿美元。鉴于中国的相对竞争优势，贸易不平衡问题可以通过鼓励中国增加直接投资、提供资本和转移技术等来解决。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于土耳其的矿业、高速铁路和能源项目投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2007年1月到2013年6月，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为2100万美元。2013年，土耳其价值40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由中国公司中标，这也表明中土两国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

土耳其如若希望解决日益增大的贸易逆差问题必须采取如下措施。一方面，改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往土耳其对贸易逆差问题主要采取被动应对式态度，将问题原因归结于中国一方，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商品进口。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导致大量廉价商品在土耳其市场上盛行，而且使得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受到损失。此外，这些措施不仅违背了经济理性原则，而且对缩小贸易逆差帮助不大。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出口来缩小贸易逆差。土耳其出口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种类的单一化。土耳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种类较少，2009～2010年土耳其出口中国的前十种商品占出口总量的88.9%，而同期从中国进口的前十种商品占进口总量的70.9%。因而，土耳其需要推动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但这需要土耳其针对中国市场生产专业产品，设计适当的市场战略，以此建立长期的经贸关系。为此，土耳其的贸易部门已经开始发展多种计划来增加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的总量和种类。

除了发展双边贸易外，双方还应加大相互投资力度。自1971年中土建交后，双边贸易一直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先行者，双方在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则一直进展缓慢。2009年，中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9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为48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虽然土耳其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与目的国，2009年土耳其对中国的投资只有256万美元，对全球的投资则为102亿美元。同样，从2003年到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246亿美元，但对土耳其的投资只有386万美元，其中包括直接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在土耳其的合同工程，如连接安卡拉与伊斯坦布尔的高铁工程以及采煤、水电站等工程。

直接投资是全球化时代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最有效方式。与双边贸易的短期利益相比，直接投资更能促使两国建立和维持长久的经济合作关系。从以上数据来看，虽然中土两国都是投资大国，但双方投资关系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迹象表明双方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例如，前土耳其国务部部长恰拉扬曾指出，“我们现在卖给中国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可以卖的？以榛子为例，是否中国12亿人每人可以消费一个……不，这不可行。我们必须参与到产业之中”。恰拉扬希望将投资而不是贸易视为中土关系的优先选项。同时，土耳其也开始鼓励本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土耳其投资促进局和私有公司对此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公司也对土耳其市场具有浓厚兴趣。虽然中土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也开始重视土耳其市场，但具体进展仍较为缓慢。虽然土耳其认识到同中国发展投资关系的重要性，但双方的合作项目目前仍较多处于概念阶段，并未得到真正实施。

目前，在中国的土耳其商业组织越来越多，且逐步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这为中土经济关系发展带来了良好前景。例如，隶属于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董事会的土中商务理事会自1992年成立后成为土耳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另外两个国家级的商业社团土耳其工商协会和土耳其商人和企业家联合会也都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还有一系列专门的协会如土中企业家和商人协会、土中商人友好团结协会、土中经贸合作中心、土耳其中国商会等也都相继成立，而像广东土耳其商人协会等地域性的协会也开始出现。

从政府层面看，土耳其也开始为协调两国工商界的合作而提供更为有效的平台。土耳其政商界就中土经济关系等问题协商的机构以往只有土中商务理事会，该理事会有资格派遣代表出席政府间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会议。近年来，土耳其工商界已经有更多代表可以参加由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等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从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献言献策。例如，2011年1月25日，对外贸易部组织召开关于中土经济关系的工作小组会议，参会的代表来自相关政府部门、商业协会、大学和智库等。虽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仍然由政府决定，但是工商界和有关人士的广泛参与对于政策制定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信息渠道上看，土中经贸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两者之间缺乏透彻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区别、经贸制度和外交政策的不同等造成的。

可喜的是，中土两国的学术界、智库及商业协会正不断加强对彼此的研究，并积极参与到两国交往进程中去，这为加深两国了解、深化两国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土耳其智库为例，如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土耳其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和智者战略研究中心等都下设亚太部，同中国进行交流和合作。与此同时，各种商业协会提供的咨询报告也能不断向土耳其详细介绍中国的商业环境。简而言之，大学对于专业语言人才的培养，智库做出的研究报告和发行的期刊，以及商业协会提供的信息都为土耳其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提供了条件。土耳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向前发展。




 [1]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在土耳其建国100周年时（即2023年）使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全球前十名的行列。


 [2]
 图尔古特·厄扎尔在1983～1989年担任土耳其总理，并在1989～1993年担任土耳其总统。


 [3]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o Piccoli，Turkey at the Crossroads：Ottoman Legacies and a Greater Middle East
 ，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2001，pp.141-143.


 [4]
 “东方问题”又称“近东问题”。奥斯曼帝国衰落后，欧洲列强为争夺其黑海海峡和巴尔干领地而形成的外交问题。“东方问题”出现于18世纪末，后发展成为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外交主题之一。


 [5]
 奥斯曼帝国根据宗教信仰和教派的不同划分了数个大小不同的“米勒”，即不同的宗教社区，并且每个宗教社区都享有自治权。帝国内享有自治权的主要有穆斯林、犹太人、东正教基督徒，以及天主教基督徒等。


 [6]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地区）是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同亚美尼亚不接壤，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18万人，该州80%的居民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为争夺纳卡归属爆发战争，亚美尼亚在战争中占领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部分领土。1994年，阿亚两国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至今仍因纳卡问题而处于敌对状态。


 [7]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塞浦路斯岛北部，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实体。这个主要由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耳其后裔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岛上北部约1/3的领土，并于1974年宣布独立建国，目前只有土耳其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8]
 Altay Atlı，“Questioning Turkey’s China Trade，”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19，No.2，Summer 2011，p.110.


大事纪年


公元前7500年左右
 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5500～前3000年
 安纳托利亚地区铜石并用时代


公元前3200～前1800年
 安纳托利亚地区青铜时代早期


公元前1650～前1200年
 赫梯人建立安纳托利亚地区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公元前1300～前600年
 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等纷纷在小亚细亚建立文明


公元前546～前300年
 波斯帝国时期


公元前330～前30年
 希腊化时代


527～565年
 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866～1057年
 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


1071～1243年
 塞尔柱人建立罗姆苏丹国


1453年
 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1520～1566年
 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


1718～1730年
 郁金香时期


1839～1876年
 坦齐麦特时期


1876～1909年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暴政时期”


1908年
 青年土耳其人发动革命


1912～1922年
 土耳其独立战争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


1915年4月25日
 加里波利战争爆发


1918年
 同盟国战败，战胜国欲瓜分奥斯曼帝国


1920年4月23日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成立


1923年8月9日
 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具备现代意义的政党“人民党”成立，同年11月易名为“共和人民党”


1923年10月29日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1924年3月3日
 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奥斯曼帝国皇室成员被逐


1924年4月20日
 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25年2月8日
 谢赫·赛义德叛乱


1925年12月17日
 土耳其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协定》


1928年
 土耳其新字母体系诞生


1929年1月1日
 土耳其收回关税自主权


1929～1932年
 经济危机时期，共和人民党一党专政，凯末尔主义体系形成


1930年6月11日
 土耳其中央银行成立，收回原先被奥斯曼银行把持的货币发行权


1930年12月23日
 梅内曼叛乱


1934年1月9日
 大国民议会批准着重发展轻工业的“一五计划”


1934年2月9日
 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共同结成巴尔干协约国


1936年7月20日
 土耳其签署《蒙特勒公约》，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拥有控制权


1937年
 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签署《萨达拜德公约》


1938年11月10日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逝世


1939年12月27日
 土耳其东北部城市埃尔津詹发生里氏7.8级地震，造成约33000人遇难


1940年1月18日
 土耳其颁行“国家安全法”，授权政府对国家经济实行军事管制


1940年6月26日
 土耳其总理塞达姆宣布土耳其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1945年7月18日
 努里·德米拉组建“民族发展党”，开创了战后组建反对党的先河


1946年7月21日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前进行改选，是土耳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重要转折点


1947年7月12日
 共和国总统伊诺努发表《多党制宣言》，奠定了多党制的政治基础


1948年12月10日
 土耳其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1949年3月28日
 土耳其承认以色列建国


1949年7月1日
 土耳其陆、海、空军正式成立


1950年5月14日
 土耳其民主党上台执政


1950年10月17日
 土耳其军队进入朝鲜战场


1952年2月18日
 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54年8月
 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签署《巴尔干公约》


1955年2月24日
 土耳其与英国、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签署《巴格达公约》


1959年2月11日
 土耳其就塞浦路斯问题与英国、希腊签署《苏黎世-伦敦》协定，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


1960年5月27日
 土耳其第一次军事政变


1961年7月9日
 军方颁布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将大国民议会改组为两院制，土耳其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


1962年4月25日
 根据1961年宪法精神成立宪法法院，为宪法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和监督


1962年12月1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


1963年9月12日
 土耳其与欧洲共同体签署《安卡拉协定》


1968年12月31日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第一套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播送


1970年1月26日
 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成立


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第二次军事政变


1971年8月4日
 土耳其与中国正式建交


1974年7月20日
 土耳其进军塞浦路斯，建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1975～1979年
 美国对土耳其进行武器禁运


1980年9月12日
 土耳其第三次军事政变


1982年11月7日
 第三部宪法正式生效


1983年12月13日
 军政府宣布解散，土耳其恢复民主大选


1984年
 库尔德工人党开始与土耳其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1994年8月10日
 土耳其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通信卫星


1996年6月28日
 内杰梅丁·埃尔巴坎当选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有伊斯兰倾向的总理


1996年1月1日
 随着《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协定》正式生效，土耳其成为欧洲关税同盟的一员


1997年2月28日
 “二二八进程”又称“软政变”


1999年2月
 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被捕


1999年8月17日
 土耳其爆发大地震


2001年8月14日
 正义与发展党在安卡拉成立


2002年6月20日
 土耳其开始接掌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指挥权


2002年11月3日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


2003年5月1日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拒绝美军过境入侵伊拉克北部


2004年
 欧盟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


2005年1月1日
 土耳其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新土耳其里拉


2005年10月3日
 欧盟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2007年10月21日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推动宪法修正案，将总统选举改为全民直选，并将任期由7年不得连任改为5年可连任一届


2008年2月9日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主张取消实行数十年之久的“头巾禁令”，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2009年4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土耳其，两国建立“模范伙伴关系”


2009年10月3日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纳克希万协议，将突厥议会（CCTS）的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组织架构与欧盟相仿


2009年12月7日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美国


2010年2月21日
 埃尔多安政府粉碎“大锤政变”


2010年5月1日
 “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爆发，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开始交恶


2012年2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与土耳其央行签订为期3年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为100亿元人民币，开启了两国贸易间以本币结算的新时代


2013年5月16日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美国


2013年5月27日
 土耳其伽齐公园爆发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2014年1月17日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联合承建的“安伊高铁”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此项工程是中国“高铁外交”的一个缩影


2014年8月28日
 连任11年总理的埃尔多安宣誓就任土耳其第12任总统，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2014年11月28～30日
 教皇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进行访问


2014年12月22日
 土耳其政府和共和人民党同时宣布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和谈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2015年7月29～30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北京出席中国-土耳其经贸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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